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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辞典选收美学方面词目近四千条。

二、辞典按学科分类编排。全书分为四大类：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外国美学、艺术美学。每大类下均细分相应的小类，并酌加小标题。相关类别交叉条目，按词目的主要方面由一个类别选收。

三、分类并不代表某种学科体系，仅从便于查检考虑。

四、释文中，学术上已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的，则以一说为主，诸说并存。

五、辞典正文前有分类词目表，书末附词目汉语拼音索引、词目笔画索引和词目外文索引，以及中外美学大事年表。



分类词目表

美学原理

美学

美学

审美学

艺术哲学

美的哲学

哲学美学

文艺美学

艺术美学

艺术学

文艺学

艺术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

文艺创作心理学

艺术创作心理学

文艺鉴赏心理学

文艺接受心理学

艺术社会学

诗学美学

审美文化学

文化美学

审美文化

民俗审美文化学

心理学美学

审美心理学

审美情感学

审美情绪学

接受心理学

生活美学

环境美学

生态美学

体育美学

商品美学

生产美学

科学美学

技术美学

信息论美学

系统论美学

控制论美学

美学场论

审美价值学

发生学美学

人类学美学

审美形态学

比较美学

美学思想

美学观念

美学方法

唯心主义美学

唯物主义美学

形而上学美学

主客二元对立论美学

本体论美学

主体论美学

认识论美学

创造论美学

实践美学

实践观点的美学

后实践美学

新实践美学

人文精神

人文关怀

工具理性

泛美学化

经典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

马克思美学思想

恩格斯美学思想

拉法格

梅林

列宁美学思想

斯大林美学思想

毛泽东美学思想

邓小平美学思想

异化劳动

疏远化劳动

对象化

人化的自然

自然的人化

美的规律

尺度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内在的尺度

物化

自由的形式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主体

人的全面发展

莎士比亚化

席勒式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叱咤风云的无产者

恶劣的个性化

美学的历史的观点

拜金艺术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文野之分

推陈出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以人为本美学观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论无产阶级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美

美

美的起源

美的发现

美的创造

美的特征

美的内容

美的形式

美的功能

美的享受

审美享受

美的客观性

美的自然性

美的主观性

美的主体性

美的社会性

美的形象性

美的愉悦性

美的独创性

美的发展性

美的共同性

美的相对性

美的四因说

美的共生说

美在心说

美在典型说

美在物的形象说

美在实践说

美在和谐说

美在价值说

美在生命说

美在自由说

审美关系说

美在主客体契合说

美的多层累突创说

美的既成论

美的生成论

美的形态

生活美

现实美

自然美

社会美

人性美

人格美

人情美

精神美

心灵美

行为美

语言美

仪表美

人体美

形体美

服饰美

环境美

装潢美

艺术美

意蕴美

意境美

形式美

声音美

色彩美

整体美

综合美

科学美

技术美

具象美

形象美

抽象美

素朴美

雕饰美

朦胧美

狞厉美

美化

丑化

美学范畴

审美范畴

美学范式

美学范型

美学符号

优美

秀美

秀丽

优雅

典雅

俚俗

丑

丑恶

现实丑

艺术丑

壮美

崇高

悲壮

戏剧性

悲剧性

悲剧冲突

悲剧性格

喜剧性

喜剧冲突

喜剧性格

怪诞

荒诞

滑稽

诙谐

幽默

讽刺

笑

哭

审美

审美

审丑

审美关系

审美对象

审美客体

审美形态

审美特性

审美主体

审美观

审美方法

审美发生

审美活动

审美实践

审美欣赏

观照

审美观照

静观

动观

审美主动性

审美受动性

审美能动性

审美自觉性

审美非自觉性

审美功利性

审美非功利性

审美差异性

审美经验

审美态度

审美需要

审美动机

审美期待

审美选择

审美理想

审美效应

审美自由

审美再现

审美表现

审美语言

审美心理结构

审美心理中介

审美生理机制

审美内驱力

审美心理张力

审美能力

审美鉴赏力

审美感受力

审美判断力

审美知解力

审美理解力

审美想象力

审美创造力

气质

禀赋

胆识

审美个性

审美个性类型

审美内倾型

审美外倾型

动力定型

思维定势

内化

同化

顺应

反馈

距离

审美心理活动

审美心理过程

审美心理形式

审美心理逻辑

审美感官

审美直觉

形相直觉

感性直觉

理性直觉

审美感觉

审美知觉

审美错觉

审美幻觉

审美幻象

审美表象

审美统觉

审美注意

审美记忆

审美印象

审美回忆

审美遗忘

审美思维

审美抽象思维

审美平面思维

审美立体思维

审美发散思维

审美聚合思维

审美逆向思维

审美意象思维

审美灵感思维

审美辩证思维

审美联想

审美自由联想

审美控制联想

审美想象

审美再造性想象

审美创造性想象

审美幻想

审美分想

审美通感

艺术通感

审美判断

审美情感判断

审美认识

审美感知

审美感受

审美感悟

审美渐悟

审美顿悟

审美理解

审美体验

审美移情

审美心灵感应

审美心灵冲突

审美情感

审美心境

审美热情

审美激情

审美情绪类型

审美情绪强度

审美情绪维度

情感维

审美情绪叠合

审美情绪交叉

审美情绪转换

审美情绪逻辑

审美趣味

审美情趣

审美趣味个体性

审美趣味时代性

审美趣味民族性

审美趣味差异性

审美趣味共同性

趣味无可争辩

审美高尚趣味

审美低俗趣味

审美意象

单一意象

个别意象

复合意象

群体意象

审美意象中介功能

审美意志

审美创造

审美评价

审美标准

审美价值

审美意识

审美自我意识

审美角色意识

审美创新意识

审美潜意识

性意识

审美心理态势

审美探究

审美求同

审美归属

审美认同

审美表同

审美自居

审美同构弥散

审美求新

审美求变

审美求异

审美好奇

审美习惯

审美怀旧

审美守旧

审美顺从

审美从众

审美逆反

审美文饰

审美心理补偿

审美心理平衡

审美心理失衡

审美心理障碍

审美心理阈限

审美疲劳

审美自我调节

审美自我表现

审美自我实现

审美自我扩张

审美自我失落

精神危机

反思

自省

自恋

自卑

自惭

忏悔

美感

美感

美感经验

美感个体性

美感相对性

美感差异性

美感共同性

美感阶级性

美感两重性

美感变易性

感同身受

美感极致

共鸣

逆反

丑感

优美感

崇高感

悲感

喜感

快感

痛感

性感

新颖感

陈旧感

迷茫感

神秘感

朦胧感

荒诞感

敬畏感

虚无感

空幻感

道德感

羞耻感

厌恶感

怀疑

淡漠

美育

审美教育

美感教育

情感教育

艺术教育

潜移默化

中国美学

总类

中国美学

先秦美学

两汉美学

魏晋南北朝美学

隋唐五代美学

宋金元美学

明清美学

中国近代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

中国当代美学

中国佛教美学

中国道教美学

基本范畴

神

气

理

道

趣

味

意

情

景

境

韵

妙

拙

古

狂

文

质

品

和

法

乐

美

游

大

真

雅

逸

风

骨

观

感

生

形

格

体

调

空

幻

奇

丽

藻

象

力

悟

独

清

动

静

势

圆

润

枯

中

旷

浑

厚

远

虚

实

无

心

性

仁

诚

意境

自然

神气

气韵

神妙

神理

风骨

意象

虚与实

情与景

浓与淡

熟与新

熟与生

和与同

形似与神似

神似

情理

性情

真幻

有无

文质

巧拙

雅俗

清浊

显隐

疏密

繁约

方圆

肥瘦

腴枯

轻重

动静

藏露

犯避

法化

因革

出入

奇正

枯润

情志

情味

至味

趣味

理趣

气骨

气格

气力

名词术语

圣王制作说

天人合一说

观物取象

立象以尽意

修辞立其诚

阴阳合德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物相杂，故曰文

精气

八音克谐

诗言志

言志说

不役耳目

玩物丧志

文物昭德

铸鼎象物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乐以安德

季札观乐

五音

五色

无害曰美

乐从和

政象乐

乐以风德

声一无听

物一无文

比

兴

赋

美刺

诗教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尽美尽善

思无邪

兴观群怨

里仁为美

文质彬彬

辞达

风化

礼乐

依仁游艺

怨而不怒

乐山乐水

乐节礼乐

绘事后素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大巧若拙

美恶相对

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涤除玄览

致虚极，守静笃

恍惚

朴

见素抱朴

先质后文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非乐

心平德和

逍遥游

解衣般礴

庖丁解牛

梓庆为[image: ]


天籁

地籁

人籁

大美

天乐

人乐

至美至乐

至乐无乐

虚静

心斋

坐忘

物化

神遇

以天合天

澹然无极

寂寞无为

物我两忘

得鱼忘筌

得意忘言

美者自美

道与技

适

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厉与西施，道通为一

象罔

化腐臭为神奇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充实之谓美

仁声

同乐

浩然之气

仁义为美

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

不以辞害志

良知

温柔敦厚

君子比德

美善相乐

形不胜心

和而不流

虚壹而静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

天人之分

化性而起伪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取情去貌

买椟还珠

功成作乐

心物感应

制礼作乐

乐由天作

乐以治心

移风易俗

乐以象德

立乐之方

乐者天地之和

乐同礼异

乐和民声

乐教

乐通伦理

和乐

淫乐

溺音

德音

邪音

雅乐

正声

奸声

教化

中和

致中和

礼乐相成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

雅正

内美

发愤以抒情

美其情

凡人情为可悦

发乎情，止乎礼义

风教

六义

主文谲谏

正

四始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

君形

无形无声

谨毛失貌

阴阳五行说

中和为美

美于和

气同则会，声比则应

同类相动

美恶相应

质文两备

诗道志，乐咏德

诗无达诂

为仁者自然而美

仁之美者在于天

发愤说

以乐正内

形象

乐者德之风

志通金石

雕虫篆刻

法度

心声心画

贵其有循，而体自然

德盛文缛

各以所禀，自为佳好

元气说

定意于笔，文具情显

观文以知情

疾虚妄

精诚由衷，其文感人

真美

为世用

羊人为美

不虚美，不隐恶

讽喻

美善同意

依类象形

歌舞乐神

文以气为主

名教本于自然

得意忘象

越名教而任自然

声无哀乐论

和声无象

自然之和

心声二物

合乎会通，以济其美

美有甘，和有乐

言不尽意

名教即自然

贵无

崇有

缘情绮靡

意匠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缘情说

浮藻联翩

清丽

天机

传神

以形写神

生气

声病说

匪和弗美

匪染弗丽

迁想妙得

六法

气韵生动

骨法用笔

应物象形

传移模写

随类赋采

经营位置

吟咏情性

滋味

应目会心

观画畅神

澄怀味象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万趣融其神思

心师造化

遒劲

布置

文心

神思

通变

熔裁

时序

物色

情采

文采

夸饰

隐秀

知音

六观

拟容取心

神与物游

酌奇玩华

随物宛转

为情造文

为文造情

陶钧文思，疏瀹五藏

风力

情观

直寻

清远

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摇荡性情

声律

感兴说

以小观大

文笔说

天才

美丑无定形

物用有宜

飞动之美

兴寄

寄兴

气味

心正气和，则契于妙

澄心运思，至微至妙

用晦

模拟

文约事丰，述作尤美

意在笔先

审象于净心

气象

清真

兴象

风骚

别裁伪体

沉郁顿挫

转益多师

瘦硬

移情

取境

取象

取义

境象

诗有五格

文外之旨

偷势

偷语

偷意

诗有三格

十七势

诗有三境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气与言

不平则鸣

愤世嫉邪

修辞明道

惟陈言之务去

文以明道

奇味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新乐府运动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雄浑

冲淡

含蓄

清奇

纤秾

疏野

委曲

旷达

绮丽

流动

劲健

高古

悲慨

飘逸

空灵

真宰

实境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著手成春

妙造自然

离形得似

思与境偕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韵味说

味外之旨

韵外之致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万取一收

全美

醇美

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

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书画异名而同体

顿悟说

悟入

圆相

因物成悟

无情

无住

涅槃

佛性

禅趣

禅悦

禅悟

诗悟

心与境寂，道随悟深

观音

六要

绘画六要

凝想形物

风神

心存目想

四格

能品

妙品

神品

逸品

六长

山林者之乐

画鬼神亦难工

道胜文至

文章必得于自然

意趣

淡泊

平淡

西昆体

穷而后工

事信言文

治物之器

以物观物

以我观物

饱游饫看

心印

三远

胸有丘壑

林泉之心

风韵

以大观小

动中之静，静中之动

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学诗妨事

作文害道

常形与常理

外枯中膏

随物赋形

萧散简远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成竹于胸

身与竹化

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点铁成金

以理为主，理得辞顺

夺胎换骨

活参

意新语工

状难写之景

本色

文以贯道

文以载道

道根文枝

沉潜反复嗟叹

道与艺

涵泳

余蕴

言志为本，咏物为工

缘情体物，自有天然

圆美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

学诗如参禅

沉著痛快

优游不迫

情真、味长、气胜

中的为工

工夫在诗外

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

作文必要悟入处

高妙

一家风味

语贵含蓄

诗本无体，天籁自鸣

天籁自鸣

活法

熟参

兴趣

兴致

别材

别趣

词理意兴

入神

妙悟

家数

以禅喻诗

羚羊挂角

理路言筌

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

婉约

豪放

错采镂金

芙蓉出水

文人画

清空与质实

画见

文章自得

内游

书法即心法

九美

逸气

不求形似

到处云山是我师

真假参半，多虚少实

取象形器

唐诗主情

宋诗主理

雅俗并陈，意调双美

意随笔生

景媒情胚

诗有造物，悟得其妙

文随世变，代不如前

诗贵自得

相色

本色

宜俗宜真

能痴者而后能情

真趣

兴与境诣

神与境合

才思格调

一师心匠

形模

才法

以筏喻诗

荒寒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画似真，真似画

童心说

化工与画工

实胜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情生诗歌

意趣神色

若有若无为美

情由外感，乐自中出

格调说

体格声调

兴象风神

事障

理障

势与韵

以天地为师

诗与山川，互相为境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直摅胸臆

诗以趣为主

不即不离

整容定气

身与事接，境与身接

认主意

动吾天机

声调说

贵剪裁

贵锻炼

炼格

大雅与当行参间

不难为繁，难于用减

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

惟能极艳，方能极淡

语俊意长，俗雅俱备

人情物理

人情

肖物

逼真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构园无格，借景有因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因文生事

以文运事

狮子滚球

烘云托月

别眼

性格

典型

结构

章法

格物

入世

化境

神境

圣境

立主脑

脱窠臼

机趣

文益天下

诗体代降

以意为主

现量

景语情语

情中景

景中情

即景会心

神会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议论入诗，自成背戾

笔墨与物体

空灵与实际

以哭为歌

蕴藉风流

积理练识

正变盛衰

师意

才胆识力

理事情

美本乎天

陈熟与生新

兴会

兴会神到

神韵说

一画

资任

了法

不似之似

蒙养

尊受

无法而法，乃为至法

搜尽奇峰打草稿

理性情

手中之竹

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

意在言外

大巧之朴

性灵说

性情为源

态

选貌选姿，不如选态

排场

关目

清旷

幽邃

苍润

阳刚阴柔

阳刚之美

阴柔之美

义法

肌理说

寄托

虚实互藏

按实肖象与凭虚构象

是与异

意兼于法

计白当黑

平和简静，遒丽天成

妙在性情，能在形质

眼照

词以自然为宗

书画贵有奇气

虚实相生

虚境

尊情

尊史

天然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沈郁

意内言外

词心

境界

优美与壮美

古雅

隔与不隔

赤子之心

写境

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

造境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眩惑

心造之境

熏

浸

提

刺

淋漓

诗话

词话

曲论

画论

书学

客观说

主观说

主客观统一说

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

学派组织

儒家美学

道家美学

楚骚美学

禅宗美学

宋明理学美学

新儒家美学

江西诗派

公安派

评点派

竟陵派

桐城派

阳湖派

常州词派

宋诗派

同光体派

中华美育会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人物

先秦

史伯

师旷

晏婴

子产

州鸠

单穆公

季札

伍举

孔子

老子

墨子

孟子

庄子

屈原

荀子

韩非

宋玉

秦汉

毛亨

贾谊

刘安

董仲舒

司马迁

刘向

扬雄

杨雄

刘歆

桓谭

王充

班固

许慎

崔瑗

赵壹

张衡

王逸

王符

张芝

应劭

郑玄

蔡邕

魏晋南北朝

钟繇

仲长统

曹丕

刘劭

何晏

曹植

阮籍

嵇康

王弼

向秀

成公绥

卫恒

索靖

左思

郭象

陆机

挚虞

卫夫人

卫铄

郭璞

葛洪

王羲之

王献之

顾恺之

宗炳

颜延之

王微

王僧虔

沈约

刘勰

钟嵘

谢赫

萧统

萧绎

颜之推

隋唐五代

姚最

智永

欧阳询

虞世南

张旭

孔颖达

王通

褚遂良

李世民

慧能

惠能

杨炯

李嗣真

陈子昂

刘知幾

李邕

王昌龄

王维

李白

颜真卿

杜甫

怀素

韩愈

白居易

刘禹锡

柳宗元

柳公权

李阳冰

殷璠

皎然

张璪

朱景玄

符载

皇甫湜

李德裕

杜牧

孙过庭

张怀瓘

张彦远

司空图

荆浩

欧阳炯

宋金元

黄休复

范仲淹

梅尧臣

欧阳修

邵雍

周敦颐

张载

王安石

郭熙

沈括

程颢

程颐

郭若虚

苏轼

朱长文

黄庭坚

米芾

陈师道

惠洪

韩拙

董逌

吴可

叶梦得

周紫芝

李清照

吕本中

郑樵

胡仔

陈善

陆游

杨万里

朱熹

陆九渊

张戒

陈亮

叶适

姜夔

罗大经

严羽

范晞文

王灼

邓椿

王若虚

刘克庄

元好问

郝经

胡祗遹

方回

李衎

张炎

赵孟頫

马端临

黄公望

汤垕

饶自然

周德清

钟嗣成

杨维桢

倪瓒

明清

宋濂

王履

高棅

朱权

李东阳

祝允明

王守仁

李梦阳

王廷相

徐祯卿

杨慎

谢榛

李开先

何良俊

唐顺之

归有光

徐渭

魏良辅

王世贞

李贽

沈璟

潘之恒

焦竑

屠隆

汤显祖

臧懋循

胡应麟

叶昼

董其昌

陈继儒

李日华

袁宏道

袁中道

钟惺

冯梦龙

唐志契

吕天成

王骥德

计成

文震亨

张岱

孟称舜

祁彪佳

冯班

卓人月

徐上瀛

金圣叹

李渔

黄周星

周亮工

顾炎武

王夫之

笪重光

魏禧

陈维崧

叶燮

朱彝尊

恽寿平

王士禛

石涛

王原祁

贺贻孙

毛宗岗

廖燕

洪昇

孔尚任

赵执信

方苞

张竹坡

沈德潜

金农

郑燮

徐大椿

刘大櫆

黄图珌

曹雪芹

脂砚斋

袁枚

戴震

姚鼐

翁方纲

方薰

章学诚

黄钺

凌廷堪

张惠言

焦循

阮元

包世臣

汤贻汾

但明伦

周济

华琳

近现代

龚自珍

魏源

何绍基

戴熙

曾国藩

刘熙载

洪仁玕

王闿运

松年

黄遵宪

林纾

陈廷焯

严复

康有为

况周颐

夏曾佑

齐白石

黄宾虹

吴沃尧

蔡元培

黄人

章炳麟

狄葆贤

梁启超

徐念慈

齐如山

王国维

陈独秀

鲁迅

吴梅

萧友梅

周作人

李大钊

陈寅恪

胡適

陈望道

王光祈

邓以蛰

郭沫若

青主

丁西林

梅兰芳

范寿康

汪亚尘

徐悲鸿

冯友兰

茅盾

吕澂

刘海粟

余上沅

潘天寿

朱光潜

宗白华

田汉

丰子恺

瞿秋白

闻一多

方东美

张大千

杨荫浏

林风眠

梁思成

徐复观

胡风

贺绿汀

焦菊隐

蔡仪

黄佐临

董每戡

周扬

唐君毅

牟宗三

吕骥

王朝闻

曹禺

钱锺书

张庚

吕荧

蒋孔阳

李泽厚

著作刊物

先秦

《易传》

《尚书》

《左传》

《穀梁传》

《公羊传》

《国语》

《诗经》

《管子》

《晏子春秋》

《论语》

《老子》

《墨子》

《非乐》

《商君书》

《庄子》

《孟子》

《文子》

《尸子》

《荀子》

《乐论》

《礼论》

《韩非子》

《离骚》

《吕氏春秋》

《古乐》

《适音》

《侈乐》

《周礼》

《仪礼》

《礼记》

《乐记》

《考工记》

《逸周书》

《山海经》

《战国策》

秦汉

《用笔法》

《新书》

《新语》

《毛诗序》

《淮南子》

《春秋繁露》

《乐书》

《报任安书》

《韩诗外传》

《书势法》

《说苑》

《太玄》

《法言》

《白虎通德论》

《汉书·艺文志》

《离骚序》

《新论》

《琴道》

《舞赋》

《六艺论》

《论衡》

《说文解字序》

《楚辞章句序》

《非草书》

《笔论》

《篆势》

《中论》

《理惑论》

魏晋南北朝

《典论·论文》

《与杨德祖书》

《画说》

《画赞序》

《声无哀乐论》

《乐论》

《达庄论》

《用笔法》

《三都赋序》

《文赋》

《文章流别论》

《抱朴子》

《魏晋胜流画赞》

《画云台山记》

《笔阵图》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笔势论》

《文选》

《世说新语》

《古画品录》

《画品》

《文心雕龙》

《体性》

《情采》

《夸饰》

《诗品》

《诗评》

《文选序》

隋唐五代

《续画品》

《刘子新论》

《刘子》

《辩乐》

《隋书·音乐志》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毛诗正义》

《华严金师子章》

《坛经》

《笔髓论》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诗格》

《诗中密旨》

《河岳英灵集序》

《戏为六绝句》

《诗式》

《通典·乐序》

《文镜秘府论》

《二十四诗品》

《与李生论诗书》

《语例字格》

《笔法记》

《山水受笔法记》

《书谱》

《历代名画记》

《法书要录》

《书断》

《书后品》

《山水诀》

《画学秘诀》

宋金元

《益州名画录》

《圣朝名画评》

《宋朝名画评》

《画史》

《石林诗话》

《山水纯全集》

《乐论》

《梦溪笔谈》

《六一诗话》

《林泉高致》

《宣和画谱》

《宣和书谱》

《琴史》

《广川画跋》

《五灯会元》

《文则》

《论词》

《韵语阳秋》

《诗集传序》

《朱子语类》

《岁寒堂诗话》

《放翁题跋》

《白石道人诗说》

《沧浪诗话》

《画继》

《词源》

《滹南诗话》

《文辨》

《论诗三十首》

《画鉴》

《写山水诀》

《竹谱》

《心境记》

《录鬼簿序》

《唱论》

《作词十法》

《华山图序》

明清

《太和正音谱》

《谈艺录》

《四溟诗话》

《升庵画品》

《艺苑卮言》

《焚书》

《琴赋》

《画引》

《书法雅言》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乐律全书》

《诗薮》

《画禅室随笔》

《画旨》

《诗归序》

《绘事微言》

《画塵》

《传习录》

《山歌·序》

《升庵诗话》

《词谑》

《曲品》

《远山堂曲品》

《远山堂剧品》

《顾曲杂言》

《曲论》

《南词叙录》

《度曲须知》

《园冶》

《长物志》

《曲律》

《琴书大全》

《大还阁琴谱》

《青山琴谱》

《溪山琴况》

《尺牍新钞》

《日知录》

《薑斋诗话》

《姜斋诗话》

《古诗评选》

《第五才子书》

《第六才子书》

《诗筏》

《闲情偶寄》

《画筌》

《原诗》

《苦瓜和尚画语录》

《石涛画语录》

《乐府传声》

《长生殿·例言》

《桃花扇·小引、凡例》

《渔洋诗话》

《带经堂诗话》

《随园诗话》

《文史通义》

《说诗晬语》

《复鲁絜非书》

《佩文斋书画谱》

《花部农谭》

《艺舟双楫》

《介存斋论词杂著》

《艺概》

《画学心法问答》

《芥舟学画编》

《山静居画论》

《南宗抉秘》

近现代　当代

《诗古微》

《白雨斋词话》

《蕙风词话》

《老残游记自序》

《广艺舟双楫》

《国故论衡》

《人境庐诗草自序》

《人间词话》

《红楼梦评论》

《宋元戏曲史》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饮冰室诗话》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原戏》

《春觉斋论画》

《以美育代宗教说》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革命论》

《美与高》

《摩罗诗力说》

《东西乐制之研究》

《美学概论》

《美学概论》

《文艺心理学》

《悲剧心理学》

《谈美》

《西方美学史》

《新美学》

《美学散步》

《艺境》

《美学与意境》

《管锥编》

《谈艺录》

《中国艺术精神》

《审美谈》

《美的历程》

《中国美学史》

《德国古典美学》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

《美学新论》

《艺术哲学》

《现代美学体系》

《论美》

《中国美学思想史》

《文心雕龙创作论》

《原始文化研究》

《西方美学通史》

《美学问题讨论集》

刊物

《美学》

《美学论丛》

《美学述林》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中国美学》

《外国美学》

《外国文艺思潮》

《世界艺术与美学》

《文艺理论译丛》

《美学与艺术评论》

《技术美学》

《美育》

《美育》

《美育》

外国美学

总类

西方美学史

古希腊罗马美学

中世纪美学

拜占庭美学

文艺复兴时期美学

西方近代美学

启蒙运动的美学

德国古典美学

十九世纪西方美学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

苏联现代美学

东方美学

印度古代美学

日本美学史

名词术语

美与数

诸天音乐

天体音乐

艺术模仿

美本身

灵魂美

美的形体

恐惧与怜悯

卡塔西斯

合式

想象

美的三要素

美感强度

第二自然

虚构的历史

突然荣耀感

观念的联想

巧智

内在感官

第六感官

绝对美

本原美

相对美

蛇形线

感觉的美

想象的美

民族差异

自我保全与相互交往

天赋观念

理性

自然

诗的真实

返归自然

情境

实在美

严肃剧

演员的矛盾

预定和谐

诗的逻辑

推理力与想象力

感性认识的完善

美的思维方式

静穆美

时间艺术

空间艺术

动态美

第一性想象

第二性想象

美丑相共

主要特征

反思判断力

鉴赏判断

趣味判断

鉴赏的二律背反

无利害感

共通感

心意状态

自由美

纯粹美

依存美

附庸美

想象力

判断力

审美意象

美的理想

审美规范观念

无概念的普遍性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无概念的必然性

自由游戏

道德的象征

数学的崇高

力学的崇高

意蕴

浪漫的

古典的

素朴的

感伤的

人本身与状态

感性冲动

形式冲动

理性冲动

游戏冲动

活的形象

外观

显现

熔炼性的美

振奋性的美

审美游戏

美的理想

审美的正题判断

自我与非我

理智的直观

有限与无限

美感直观

艺术直观

理念

外在化

环境的人化

一般世界情况和情境

人的自我创造

实体性

伦理实体性

主体性

“这一个”

情致

情志

敏感

整一性

独创性

生气灌注

独立自足

艺术观照

艺术理想

冲突

永恒正义的胜利

象征型艺术

古典型艺术

浪漫型艺术

英雄时代

散文气味的时代

人的对象化

至高对象

感情独白

倾向

熟悉的陌生人

时代精神

无意识性

生活的教科书

伟大

生命意志

纯粹主体

纯粹客体

观审

解脱

狄奥尼索斯精神

酒神精神

日神精神

阿波罗精神

形而上的慰藉

丑的美学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移情作用

审美的象征作用

空间形式

自我价值感

使情成体

一般艺术学

生命冲动

无意识

前意识

情结

情意综

压抑

升华

力比多

里比多

本我

自我

超我

本能

白日梦

集体无意识

原型

原始意象

积淀

内倾与外倾

客观化的快感

有意味的形式

两重生活

情感抽象

世界感

艺术意志

情感表现

生命形式

艺术知觉

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

主体间性

意向性客体

纲要图式

具体化

重建

不确定点

多层次构成

形而上质

图式化外观层

复调和声

情感先验

类主体

审美的超前显现

光晕

惊颤效果

机械复制主义

否定性

反艺术

新感性

美学形式

生产性的爱

建构

同化

顺应

视觉思维

张力

力的结构

二元对立

语言与言语

神话素

神话结构

神话思维

依据症候阅读

镜像阶段

话语

话语形构

权力

求知意志

文本

本文

前理解

解释学循环

生产性态度

合法的偏见

效果历史

视界融合

游戏

对话

应用

视点

视角

视野

期待视野

认同模式

召唤结构

游移视点

未定性

隐含的读者

拟陈述

意义三角形

意义与意思

保卫作者

角色模式

语义方阵

语义潜能

隐秘的上帝

审美征候

文本的沉默

写作的零度

可读的

可写的

快乐

极乐

解构

言语中心主义

在场

缓别

播撒

踪迹

原文字

影响的焦虑

修正主义辩证术

误读

复调

狂欢

怪诞现实主义

文学生产方式

情感结构

意识形态生产

作者意识形态

美学意识形态

交换价值形态

生成文本

文本间性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

瓦莎纳

萨塔拉尼亚

特瓦尼

拉撒

风的美学

幽玄

空寂

姿

哀

物哀

俳谐

偶人净琉璃

能

狂言

大和绘

浮世绘

歌论

理论学说

效用说

迷狂说

灵感说

回忆说

分享说

净化说

模仿说

寓教于乐

流溢说

放射说

镜子说

同情说

审美态度说

美在关系说

折中主义美学

诗力说

完善说

特征说

滑稽说

符合目的说

游戏说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人本学

价值论美学

情感误置说

美是生活论

代替说

过剩精力发泄说

美学生理学

移情说

内模仿说

游戏练习说

同情的象征主义

直觉即表现

线形运动说

心理距离说

艺术的文化形式

美的构造论

性欲升华说

心理分析美学

同形说

美学取消主义

文学原型论

文学循环发展论

荒谬说美学

艺术生产论

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知识考古学

交往合理化美学

文化唯物主义美学

阅读现象学

艺术习俗论

艺术授予说

解构主义美学

修辞学阅读理论

感受文体学

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理论

后现代精神分析美学

折中主义解释学美学

对话理论

巫术说

魔法说

本能说

表现说

符号说

象形说

劳动说

思潮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

智者学派

怀疑学派

伊壁鸠鲁学派

斯多亚学派

新柏拉图学派

古典主义

拉丁古典主义

风格主义美学

新古典主义

经验主义美学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

理性主义美学

大陆理性主义美学

古今之争

德国浪漫派美学

唯意志论美学

实证主义美学

生命哲学美学

形式美学派

内容美学派

实验美学

社会学美学

审美社会学

庸俗社会学美学

快乐论美学

新黑格尔派美学

自然主义美学

新人文主义美学

表现主义美学

直觉主义美学

形式主义美学

俄国形式主义美学

布拉格学派

新批评派美学

实用主义美学

精神分析美学

符号论美学

新自然主义美学

分析美学

语义学美学

新托马斯主义美学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完形心理学美学

存在主义美学

现象学美学

文体批评

原型批评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

结构主义美学

法国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前四子

结构主义后四子

结构主义五巨头

解释学美学

接受美学

后现代美学

后美学

后分析美学

后结构主义美学

耶鲁批评派

伯明翰学派

女权主义美学

英美女权主义美学

法国女权主义美学

黑人女权主义美学

新历史主义美学

人物

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国家

毕达哥拉斯

赫拉克利特

波里克勒特

恩培多克勒

苏格拉底

德谟克利特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

维特鲁威

卢克莱修

维吉尔

贺拉斯

塞涅卡

昆体良

普鲁塔克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斐罗斯屈拉特

普洛提诺

朗吉弩斯

奥古斯丁

波埃修

阿尔克温

埃里金纳

贝尔纳（克莱沃的）

雨果（圣维克多的）

格罗斯泰斯特

威廉（奥弗涅的）

大阿尔伯特

波那文图拉

托马斯·阿奎那

维帖洛

爱克哈特

邓斯·司各脱

威廉（奥卡姆的）

意大利

但丁

薄迦丘

伯鲁涅列斯基

阿尔贝蒂

瓦拉

费奇诺

达·芬奇

皮科

明屠尔诺

钦提奥

卡斯特尔维屈罗

瓦萨里

瓜里尼

塔索

马佐尼

维科

缪越陀里

克罗齐

马里内蒂

博乔尼

波菊尼

文杜里

葛兰西

凡蒂莫

英国

莫尔

锡德尼

培根

莎士比亚

霍布斯

弥尔顿

德莱登

洛克

夏夫兹博里

莎夫茨别利

爱笛生

蒲柏

哈奇生

卡姆斯

荷迦兹

约翰逊

休谟

越诺尔兹

雷诺兹

博克

达尔文

柯勒律治

雪莱

卡莱尔

罗斯金

斯宾塞

梅瑞狄斯

麦里狄斯

佩特

詹姆斯

艾伦

鲍桑葵

布拉德雷

弗雷泽

王尔德

浮龙·李

亚历山大

弗莱，R．

库克，Th．A．

克雷

摩尔

开瑞特

布洛

贝尔，C．

艾略特

科林伍德

维特根斯坦

里德

瑞恰兹

瑞德

奥斯本

燕卜荪

李斯托威尔

考德威尔

贡布里希

林格伦

艾耶尔

库克，D．

威廉斯

布鲁克

鲍曼

洛奇

伊格尔顿

法国

斯卡里格

龙萨

蒙田

笛卡儿

高乃依

圣·艾弗诺蒙

莫里哀

帕斯卡

布瓦洛

拉辛

杜博斯

孟德斯鸠

伏尔泰

卢梭

巴托

狄德罗

斯达尔夫人

夏多布里昂

安格尔

司汤达

库辛

孔德

德拉克洛瓦

巴尔扎克

雨果

圣伯夫

圣佩韦

库尔贝

波德莱尔

萨赛

丹纳

泰纳

左拉

罗丹

居约

柏格森

巴希

康定斯基

马蒂斯

瓦莱利

梵乐希

雅里

拉罗

马利坦

吉尔松

苏里奥

阿尔托

布列东

拉康

列斐伏尔

梅洛庞蒂

列维斯特劳斯

萨特

杜弗莱纳

戈德曼，L．

利科

巴特

巴赞

格雷马斯

阿尔都塞

利奥塔

德勒兹

布列兹

福柯

鲍德里亚

布尔迪厄

德里达

热奈特

麦茨

马舍雷

托多罗夫

克里斯蒂娃

德国

尼古拉（库萨的）

丢勒

莱布尼茨

沃尔弗

伍尔夫

高特舍特

鲍姆加登

温克尔曼

祖尔策尔

康德

莱辛

门德尔松

赫尔德

歌德

福斯特

席勒

希尔特

费希特

洪堡

施勒格尔，A．W．

施莱尔马赫

黑格尔

施勒格尔，F．

奈格里

谢林，F．W．J．

赫尔巴特

索尔格

叔本华

海涅

费希纳

费尔巴哈

卢森克兰茨

罗森克兰茨

费希尔，F．

瓦格纳

洛采

洛慈

夏斯勒

齐默尔曼

拉扎鲁斯

狄尔泰

哈特曼，E．

尼采

希尔德布兰德

费希尔，R．

克莱奇玛尔

伏尔盖特

里普斯

朗格，K．

谷鲁司

屈耳佩

格罗塞

齐亨

德苏瓦尔

德索

哈尔姆

卡西勒

谢林，A．

盖格尔

沃林格

乌提兹

布洛赫

考夫卡

克拉考尔

海德格尔

埃德施米特

本雅明

伽茨

布莱希特

库恩

伽达默尔

阿多诺

比梅尔

尧斯

姚斯

瑙曼

伊瑟尔

达尔豪斯

施托克豪森

哈贝马斯

瑞士

布克哈特

阿披亚

沃尔夫林

荣格

库尔特

皮亚杰

凯塞尔

奥地利

汉斯立克

弗洛伊德

李格尔

申克尔

兰克

埃伦茨维希

西班牙

塞万提斯

维加

费霍蒙特内格罗

霍维利亚诺斯

阿特亚加

奥尔特加·加塞特

俄国、苏联

罗蒙诺索夫

别林斯基

赫尔岑

陀思妥耶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

托尔斯泰

列昂吉耶夫

波捷勃尼亚

杜勃罗留波夫

索洛维约夫

普列汉诺夫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梅列日科夫斯基

舍斯托夫

高尔基

弗里契

布尔加柯夫

梅耶荷德

卢那察尔斯基

弗洛连斯基

艾亨鲍姆

普多夫金

什克洛夫斯基

洛谢夫

特尼亚诺夫

阿斯穆斯

普洛普

巴赫金

维戈茨基

爱森斯坦

里夫希茨

克列姆辽夫

梅拉赫

齐斯

涅多希文

奥夫相尼科夫

叶果罗夫

卡冈

洛特曼

万斯洛夫

鲍列夫

斯托洛维奇

达维多夫

特罗菲莫夫

布罗夫

古雷加

波兰

塔塔科维奇

英伽登

丽萨

沙夫

美国

爱伦·坡

马歇尔

费诺罗莎

杜威

闵斯特贝尔格

桑塔亚那

白壁德

吉尔伯特

勋伯格

伏兰亭

瓦伦丁

华伦亭

斯特拉文斯基

刘易斯

帕克

庞德

奥尼尔

西蒙生

兰色姆

佩珀

帕诺夫斯基

苏珊·朗格

雅各布森

门罗

马尔库塞

舒茨

弗罗姆

麦克唐纳

韦勒克

奥尔德里奇

哈拉普

阿恩海姆

布鲁克斯

阿伦特

戈德曼，N．

维姆塞特

马斯洛

凯奇

艾布拉姆斯

比尔兹利

米勒，A．

迈尔

德·曼

肯尼克

丹托

马戈利斯

迪基

霍兰德

米勒，H．

赫什

哈特曼，G．

布鲁姆

罗蒂

多伊奇

詹姆逊

杰姆逊

赛义德

格里芬

卡勒

布洛克

印度

跋娑

首陀罗迦

迦梨陀娑

新护

日本

世阿弥

心敬

松尾芭蕉

西周

中江兆民

坪内逍遥

冈仓天心

大村西崖

大塚保治

铃木大拙

深田康算

厨川白村

植田寿藏

九鬼周造

大西克礼

柳宗悦

三木清

中井正一

岩崎昶

竹内敏雄

见田石介

山本正男

渡边护

今道友信

其他国家

斯宾诺莎

霍斯廷斯基

梅特林克

希尔恩

巴拉兹

卢卡奇

莫卡洛夫斯基

豪塞尔

布莱

普莱

弗莱，N．

拉兹洛

艾尔雅维茨

著作

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国家

《论法规》

《论自然》

《回忆录》

《大希庇阿斯篇》

《会饮篇》

《理想国》

《国家篇》

《法律篇》

《诗学》

《修辞学》

《建筑十书》

《诗艺》

《九章集》

《论崇高》

《忏悔录》

《神学大全》

《阿烈奥帕吉特文集》

《伪狄奥尼修》

意大利

《论绘画》

《论绘画》

《绘画、建筑、雕塑大师列传》

《新科学》

《美学原理》

《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

《美学纲要》

《未来主义宣言》

《未来主义画家宣言》

《西方艺术批评史》

《现代性的终结》

《透明的社会》

英国

《论美》

《学术的进展》

《论学术的价值和发展》

《利维坦》

《巨鲸》

《论人性》

《悲剧批评的基础》

《论特征》

《美的分析》

《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

《论审美趣味的标准》

《批评的要义》

《文学生涯》

《为诗辩护》

《近代画家》

《心理学原理》

《文艺复兴》

《生理学美学》

《金枝》

《美学史》

《美学三讲》

《美与丑》

《论美》

《牛津诗歌讲义》

《作为艺术要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

《剧作法》

《艺术》

《视觉与构图》

《笔记》

《逻辑哲学论》

《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

《美学基础》

《文学批评原理》

《小说技巧》

《批评的功能》

《艺术哲学大纲》

《艺术原理》

《小说面面观》

《小说的结构》

《近代美学史评述》

《幻想与现实》

《现代艺术哲学》

《音乐语言》

《艺术与幻觉》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

《批评与意识形态》

《美学意识形态》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

《意图的模式》

法国

《论音乐》

《音乐提要》

《论方法》

《〈太太学堂〉的批评》

《诗的艺术》

《论诗艺》

《归结为一个统一原则的美的艺术》

《论史诗》

《哲学词典》

《简便哲学辞典》

《论科学与艺术》

《论美》

《论戏剧艺术》

《沙龙》

《论画》

《谈演员》

《演员奇谈》

《舞蹈和舞剧书信集》

《〈克伦威尔〉序言》

《戏剧的法则》

《英国文学史》

《艺术哲学》

《罗丹艺术论》

《美学探奇》

《论文学》

《当代美学问题》

《康德美学批判》

《笑》

《创化论》

《艺术中的精神》

《艺术与经院哲学》

《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

《诗的艺术》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戏剧及其重影》

《眼与心》

《想象心理学》

《什么是文学》

《审美经验现象学》

《文学空间》

《神话》

《批评与真理》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

《小说社会学》

《论文字学》

《书写语言学》

《电影语言》

《诗歌语言的革命》

《电影语言》

《后现代状况》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实践与反思》

《电影是什么》

《审美人》

德国

《人体比例研究》

《人类理智新论》

《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

《美学》

《感性学》

《古代艺术史》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

《判断力批判》

《实用观点的人类学》

《拉奥孔》

《汉堡剧评》

《批评之林》

《古代造型艺术史》

《审美教育书简》

《美育书简》

《论素朴诗和感伤诗》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艺术哲学》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诗与真》

《与爱克曼谈话录》

《歌德谈话录》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箴言与回忆》

《论浪漫派》

《美学讲演录》

《美学》

《未来的艺术作品》

《美学批评史》

《悲剧的诞生》

《强力意志》

《视觉的形式感》

《美学导论》

《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

《艺术的起源》

《空间美学》

《美学》

《动物的游戏》

《人类的游戏》

《艺术的本质》

《体验与诗》

《美学体系》

《抽象与移情》

《哥特艺术的形式》

《美学和一般艺术学》

《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

《创作中的表现主义》

《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

《美学讲话》

《语言与神话》

《人论》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艺术作品的本源》

《尼采》

《模仿论》

《戏剧小工具》

《新音乐的哲学》

《美学理论》

《电影的本性》

《真理与方法》

《美的现实性》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试论布莱希特》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音乐美学》

《社会—文学—阅读》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艺术的意味》

瑞士

《古典艺术》

《艺术史的基本概念》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语言的艺术作品》

《儿童心理学》

《发生认识论原理》

奥地利

《论音乐的美》

《梦的解析》

《释梦》

《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

《精神分析引论》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新音乐理论与幻想》

《艺术视觉与艺术听觉的心理分析》

《艺术与共处》

俄国、苏联

《文学的幻想》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

《生活与美学》

《艺术论》

《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

《演员自我修养》

《音乐美学问题概论》

《中国人民的戏剧》

《梅耶荷德谈话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波兰

《文学的艺术作品》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艺术存在论》

《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

《音乐美学问题》

《论音乐的特殊性》

《音乐美学新稿》

美国

《美感》

《艺术中的理性》

《戏剧技巧》

《美》

《批评家和美国生活》

《邓肯论舞蹈艺术》

《艺术即经验》

《美学史》

《圣像学研究》

《视觉艺术的含义》

《生命的律动——舞蹈概论》

《音乐诗学六讲》

《哲学新解》

《情感和形式》

《艺术问题》

《艺术的社会根源》

《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艺术与视知觉》

《音乐的情感与意义》

《爱的艺术》

《走向科学的美学》

《艺术心理学》

《小说修辞学》

《无言》

《解释的有效性》

《艺术语言》

《文学反应动力学》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语言的牢笼》

《政治无意识》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盲视与洞见》

《阅读的寓言》

《解构之图》

《误读图示》

《音乐现象学片断》

《她们自己的文学》

《艺术哲学》

《原始艺术美学》

《阁楼上的疯女人》

《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

《荒野中的批评》

《小说与重复》

《论解构》

《弗莱论文化与文学》

《音乐社会学导论》

日本

《古事记》

《新撰髓脑》

《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

《美妙学说》

《维氏美学》

《禅与日本文化》

《苦闷的象征》

《生的构造》

《美的相位与艺术》

《关于美》

《讲座美学》

《美学总论》

其他国家

《卑微者的财富》

《艺术的起源》

《诗学的基本概念》

《电影美学》

《批评的解剖》

《顽强的结构》

《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

《艺术史的哲学》

《艺术社会学》

《审美特性》

《批评意识》

《艺术的涵义》

《小说的艺术》

《性别／文本政治》

《奥义书》

《数论颂》

《数论经》

组织　会议　刊物

国际美学委员会

美国美学学会

英国美学学会

加拿大美学学会

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柏林国际美学会议

巴黎国际美学会议

威尼斯国际美学会议

雅典国际美学会议

阿姆斯特丹国际美学会议

乌普萨拉国际美学会议

布加勒斯特国际美学会议

达姆施塔特国际美学会议

杜布罗夫尼克国际美学会议

蒙特利尔国际美学会议

诺丁汉国际美学会议

马德里国际美学会议

拉赫底国际美学会议

卢布尔雅那国际美学会议

东京国际美学会议

里约热内卢国际美学会议

安卡拉国际美学会议

《雅典女神神殿》

《比较文学杂志》

《美学与普通艺术学杂志》

《美国意象》

《美学与艺术评论》

《英国美学杂志》

《新左派评论》

《审美教育杂志》

《新文学史杂志》

《艺术史》

艺术美学

总类

特征及属性

艺术规律

艺术素养

艺术思维

形象思维

艺术天才

典型环境

性格刻画

创作过程

个性

特征

形象

社会性

思想性

人民性

党性

民族性

艺术性

哲理性

典型性

形象性

倾向性

独创性

装饰性

直观性

感染性

综合美

听觉美

视觉美

造型美

节奏美

韵律美

格律美

质感

立体感

节奏感

形体感

形式感

整体感

雕塑感

动感

运动感

空间感

艺术发生

艺术起源

艺术史

艺术传统

精英文艺

大众文艺

通俗文艺

严肃文艺

主旋律

艺术功能

艺术认识作用

艺术教育作用

艺术审美作用

艺术娱乐作用

艺术主体论

艺术真实

艺术意象

艺术价值

形象大于思维

文艺批评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文艺鉴赏

艺术趣味

形式及手法

艺术形式

艺术手法

艺术技巧

规则

多样统一

整一律

协和律

参差

主次

奇正

虚实

形神

情志

变幻

均衡

平衡

对等

对称

对比

比例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律

和谐

节奏

表现手法

理想化

典型化

个性化

概括化

抽象化

具象化

形象化

陌生化

间离效果

大众化

民族化

公式化

类型化

概念化

构思

立意

想象

幻想

灵感

激情

布局

结构

情节

冲突

虚构

塑造

象征

譬喻

比喻

隐喻

暗喻

剪裁

洗练

提炼

拟人

夸张

变形

即兴

修辞

衬托

反讽

简化

门类艺术美学

文学

文学美学

文学美

叙述

描写

典型

类型

反虚构

章法

写实

纪实

白描

顺序

倒叙

插叙

伏笔

淡化

悬念

素材

题材

主题

原型

模特儿

线索

细节

场面

氛围

序幕

高潮

结局

背景

体裁

样式

情境

意境

意蕴

网络文学

三要素说

介入说

叙述学

叙事视角

叙述时间

叙述者

复义

快感增量

意图谬见

感受谬见

诗的张力

扁平人物

圆形人物

心理型作品

幻觉型作品

语境

有机形式

细读法

内爆

绘画雕塑

绘画美学

绘画美

雕塑美学

雕塑美

线条

素描

写生

临摹

轮廓

透视

构图

色彩

色调

饱和度

冷暖色

对比色

极度色

质感

量感

界画

写真

水墨

工笔

写意

白描

白画

钩勒

没骨

点垛

点簇

浅绛

金碧

青绿

笔墨

墨分五色

破墨

泼墨

积墨

皴法

钩斫

点苔

渲染

烘托

折枝

吴带曹衣

知白守黑

浮雕

圆雕

透雕

软雕塑

动态雕塑

一波三折

飞天

音乐舞蹈

音乐美学

音乐美

舞蹈美学

舞蹈美

音调

音程

不协和音程

协和音程

调式

调性

无调性

主音

属音

转调

移调

旋律

和声

和弦

变和弦

分解和弦

力度

节奏

板眼

重音

切分音

顿音

断音

震音

滑音

连音

装饰音

噪音

对位

配器

吟揉

散音

指触

声部

假声

独唱

齐唱

重唱

领唱

合唱

无伴奏合唱

美声唱法

独奏

齐奏

重奏

合奏

助奏

伴奏

变奏

音型

动机

模仿

模进

主导动机

主题

乐句

乐段

奏鸣曲式

变奏曲式

回旋曲式

他律美学

自律美学

纯意向性对象

幻想力

时间幻象

舞蹈表情

舞蹈节奏

舞蹈构图

舞蹈表演

舞蹈形象

舞蹈动作

动态动作

姿态

步法

技巧

舞蹈审美意象

舞蹈意境

舞剧审美

建筑园林

建筑美学

建筑美

园林美学

园林美

庑殿

歇山

盝顶

攒尖

卷棚

悬山

硬山

戗脊

飞檐

须弥座

雀替

斗拱

挂落

照壁

回音壁

琉璃瓦

借景

戏剧戏曲

戏剧美学

戏剧美

戏曲美学

戏曲美

曲艺美学

曲艺美

三一律

三整一律

表演

即兴表演

性格化表演

本色表演

程式化表演

写实派表演

方法派表演

虚拟

虚拟动作

程式

程式动作

台词

对白

独白

旁白

潜台词

内心独白

舞台美术

舞台灯光

音响效果

化妆

戏服

道具

布景

抢景

暗转

反串

客串

清唱

加官

声腔

腔调

唱腔

唱做念打

身段

手眼身法步

四功五法

台步

圆场

走边

起霸

亮相

吊毛

抢背

云手

趟马

打出手

自报家门

定场诗

定场白

中州韵

京白

韵白

面具

脸谱

行头

长锤

垛头

急急风

撕边

四击头

叫头

四平腔

青阳腔

高腔

京腔

梆子腔

西秦腔

乱弹

吹腔

高拨子

西皮

二黄

皮黄

戏剧体裁

戏剧风格

戏剧假定性

戏剧情境

戏剧幻觉

电影摄影

电影美学

电视美学

电影美

电视美

摄影美学

摄影美

镜头

主观镜头

客观镜头

长镜头

空镜头

变焦距镜头

变速镜头

慢动作镜头

快动作镜头

延时镜头

俯摄镜头

仰摄镜头

摇摄镜头

倒摄镜头

移动摄影镜头

跟摄镜头

推拉镜头

特写镜头

全景镜头

近景镜头

中景镜头

远景镜头

定格镜头

逐格镜头

水下镜头

特技镜头

合成镜头

接景镜头

背景放映合成镜头

活动遮片镜头

模型镜头

内景镜头

外景镜头

电影录音

混合录音

画外音

配音

电影照明

电影音乐

主题歌

电影美工

蒙太奇

多画面

闪回

淡入淡出

渐显渐隐

化出化入

溶出溶入

划出划入

切入切出

剪辑

剪接

叠印

银幕造型

电影思维

运动影像

时间影像

电影意识形态

近距摄影

立体摄影

显微摄影

红外线摄影

一步成像摄影

数字摄影

数码摄影

专题照片

高调照片

低调照片

剪辑照片

摄影构图

影调透视

线条透视

照片剪裁

摄影角度

用光

曝光

多次曝光

叠印

叠放

浮雕叠印

影调

书法篆刻

书法美学

书法美

金石篆刻美学

金石篆刻美

工艺美学

工艺美

用笔

笔法

笔意

笔锋

笔势

执笔法

永字八法

笔断意连

万毫齐力

牵丝

中锋

侧锋

行笔

换笔

运腕

绵里藏针

方笔圆笔

悬针垂露

逆入平出

蚕头燕尾

颜筋柳骨

铁画银钩

银钩虿尾

拨镫法

折钗股

屋漏痕

分行布白

计白当黑

尚韵

尚法

尚意

尚态

铸印

凿印

阳文

阴文

白文

章法

分朱布白

刀法

篆法

切刀

冲刀

边款

薄意

思潮风格流派

总类

文艺思潮

艺术风格

感伤主义

主情主义

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

写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

自然主义

为艺术而艺术

象牙之塔

为人生而艺术

形式主义

颓废主义

颓废派

唯美主义

唯美派

象征主义

象征派

新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

现代派

先锋派

新古典主义

神秘主义

意象派

未来主义

未来派

抽象主义

抽象派

构成主义

结构主义

达达主义

达达派

表现主义

表现派

拉普派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超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

意识流派

荒诞派

黑色幽默

波普艺术

后现代艺术

照相现实主义

超级现实主义

超级写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

偶发艺术

地景艺术

环境艺术

概念艺术

奥普艺术

光效应艺术

捆包艺术

装置艺术

行为艺术

激浪

超前卫

动漫艺术

公共艺术

视觉艺术

新媒体艺术

绘画雕塑

尼德兰美术

佛兰德斯美术

佛罗伦萨派

威尼斯派

学院派

浪漫派

浪漫主义

巴比松派

拉斐尔前派

印象派

印象主义

新印象派

新印象主义

点彩派

点描主义

后印象派

后印象主义

纳比派

野兽派

野兽主义

立体派

立体主义

立方主义

拼贴画法

奥费主义

现成品艺术

巴黎派

超现实主义派

形而上派

风格派

新造型主义

巡回展览派

流动展览派

艺术世界

至上主义

绝对主义

桥社

蓝骑士派

新客观派

垃圾箱派

纽约写实派

军械库展览

行动派

南北宗

浙派

吴门派

吴派

松江派

华亭派

新安派

虞山派

娄东派

太仓派

扬州八怪

海上画派

上海画派

岭南派

长安画派

犍陀罗艺术

音乐舞蹈

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通俗音乐

尼德兰乐派

佛兰德斯乐派

威尼斯乐派

威尼斯乐派

那波利乐派

曼海姆乐派

维也纳古典乐派

拉格泰姆

爵士乐

印象主义音乐

新即物主义音乐

新维也纳乐派

摇摆爵士

比波普

波普

冷爵士

新古典主义音乐

点描法音乐

先锋派音乐

微音程音乐

节奏与布鲁斯

节奏蓝调

灵歌

灵魂乐

雷鬼

说唱乐

莱普

嘻哈乐

希普霍普

摇滚乐

民谣摇滚

重金属摇滚

朋克摇滚

具体音乐

偶然音乐

不确定音乐

空间音乐

简约音乐

镶贴音乐

现代舞

霹雳舞

街舞

建筑园林

古典柱式

拜占庭式

罗马式

巴洛克式

哥特式

文艺复兴式

希腊式

古典式

古典主义

洛可可式

复古主义建筑

古典复兴建筑

浪漫主义建筑

哥特复兴建筑

折中主义建筑

集仿主义建筑

学院派建筑

包豪斯

新建筑运动

新艺术派建筑

装饰艺术派建筑

现代派建筑

现代主义建筑

功能主义建筑

理性主义建筑

有机建筑

国际式建筑

戏剧戏曲

体验派

表现派

客厅剧

小剧场运动

象征主义戏剧

表现主义戏剧

总体戏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实验戏剧

叙述体戏剧

残酷戏剧

荒诞戏剧

贫困戏剧

类戏剧

环境戏剧

黑匣子

威胁戏剧

论坛戏剧

音乐剧

临川派

吴江派

爱美的戏剧

国剧运动

探索戏剧

电影电视

先锋派电影

纯电影

电影眼睛派

实验电影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软性电影

新现实主义电影

作家电影

英国自由电影

新浪潮电影

电影手册派

新德国电影

书法篆刻

南北书派

徽派

皖派

莆田派

闽派

浙派

西泠八家



美学原理


 美学


美学
 （aesthetics；Ästhetik）　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审美、美感和美、丑、崇高等审美形态、范畴以及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美学”一词最早由德国鲍姆加登于1735年在《关于诗的哲学沉想录》中提出。1750年他正式出版《美学》（Ästhetik,源于希腊文aisthetikos,中文意译为“美学”或“感觉学”）。书中主张建立“美学”学科，认为“美学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并将它同哲学中研究“知”的逻辑学，研究“意”的伦理学加以并列。美学由此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学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包括：（1）审美客体、对象的美。如美的产生、发展；美的本质、特征、功能；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美的形态；内容美、形式美等美的组成因素及其规律等。（2）主体的审美实践、审美感受、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如审美活动、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审美经验的产生、发展、本质、特征及其同其他社会活动、社会意识的关系；美感的发生、发展、性质、特征及心理规律；审美、美感同美的辩证关系等。（3）美的创造及其规律。如现实美、艺术美的创造规律、发展规律、鉴赏规律等。（4）美学范畴。如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滑稽、幽默等范畴的审美特性、发展规律及其同美的关系等。（5）美育。如美育的特征、功能、方法、设施、发展及其规律。（6）美学自身。如美学的特征、功能、方法；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等。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美和审美意识、美的创造等都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之中，艺术是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学思想和美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胚胎阶段、形成阶段、系统发展阶段、现代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1）胚胎阶段。在原始时代，原始初民开始从审美上对待客观事物，并在劳动中创造出原始的艺术，初具原始、朦胧的审美意识的萌芽。（2）形成阶段。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生产方式、思维能力以及科学、艺术的发展，美学思想逐步明晰化、自觉化，并以文字记载于哲学、文艺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文献之中。中国先秦时期，《国语》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提出的“里仁为美”、“尽善尽美”、“兴观群怨”，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涤除玄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庄子提出的“天地有大美”，孟子提出的“充实之谓美”，荀子提出的“美善相乐”等，体现了中国早期以“和”、“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美是和谐”，柏拉图提出的“美在理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美是零散因素结合成为一体”，“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等，则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美学的源头。文艺复兴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科学、艺术的繁荣，相继出现了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艺术巨匠，培根、笛卡儿、洛克、维柯、休谟等哲学家，布瓦洛等文艺理论家，卢梭、狄德罗等启蒙主义思想家，他们分别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等认识论上为美学学科的诞生作了理论的和实践的准备。1735年鲍姆加登正式提出了建立美学学科，把美学界定为研究人类感性认识的科学，但未建立完整的美学体系。（3）系统发展阶段。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德国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系统研究了美和审美意识，主张美在主观，美在形式，审美无利害感等，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黑格尔的《美学》全面研究了人类审美意识和艺术的历史发展，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和美的创造是人从对象上复现自己、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等观点，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证的美学体系。接着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等著作中又提出“美是生活”等唯物主义美学命题，使旧唯物主义美学发展到最高阶段。他们都进一步从本体论、认识论上系统地探讨了美、审美、美感、美学范畴、艺术创造等美学的基本问题。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论证了劳动实践创造美，人化的自然，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审美意识和艺术是对现实的能动反映和创造等美学的根本问题，使美学逐步建立起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科学体系，并日趋成熟。美学从哲学母体中诞生，并始终同文艺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相互渗透、相互作用。（4）现代发展阶段。从19世纪中下叶开始。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适应文理渗透的科学发展趋势，美学除同哲学、文艺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进一步紧密结合外，并逐渐运用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语言学的方法、成果来研究美、审美、美的创造。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现代美学进一步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综合研究与分门研究、理论探讨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在其内部又衍生出哲学美学、艺术美学、心理学美学、技术美学、生活美学、比较美学等多种分支学科，出现了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等美学思潮和实验美学、完形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美学、实用主义美学、自然主义美学、表现论美学、现象学美学、直觉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语义学美学、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符号论美学等多种流派，表现出美学研究的重点逐步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转向生存论、创造论，由重于研究客体转向重于研究主体，由文艺研究转向与文化研究日益结合的趋势。美学是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创造美实践的产物，是对人类、个体的历时性、共时性审美、创造美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对于推动科学、思维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开展美育，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美化生活，完善人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美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中外美学界对于美学的界定和关于美学的对象有不同的见解，主要有：研究美、审美和美感的科学；研究艺术规律的哲学；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研究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审美经验的审美学；研究美的哲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科学等。


审美学
 （aesthetics）　“美学”的别称。“aesthetics”一词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传教士编写的英汉词典中，汉译为“审美学”；在19世纪末西方美学由日本传入中国时，也曾汉译为“审美学”。该词在1875年德国传教士花子安（Ernst Faber）《教化议》一书中已译作“美学”。“审美学”与“美学”开始通用。20世纪中叶，中国美学界有人认为先有美的存在才有人的审美，故一般用“美学”替代“审美学”。到20世纪末，中国有些美学家认为有了人的审美活动、审美意识、审美创造，美才向人生成，故认为“美学”的确切名称应是“审美学”。有人则认为“美学”也侧重研究人的审美、创造美，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审美学”与“美学”同义，而且“美学”的名称已运用多年，已约定俗成，故无须将“美学”改名为“审美学”。


艺术哲学
 （philosophy of art；Philosophie der Kunst）　这一概念从属于两种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范畴。一是作为美学的别称。如美学科学创始人德国鲍姆加登认为，“美学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的理论”；黑格尔也认为美学是研究美的艺术的科学，即以艺术美为主要对象（并将自然美排除在外）的哲学研究，所以他主张美学的确切名称应是“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的哲学”。现代主张美学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学家、美学派别常沿用黑格尔提出的“艺术哲学”这一概念，作为美学的代称。认为艺术哲学既不同于柏拉图、康德等人从自然、社会、艺术等各方面探讨美的本质、特征的“哲学美学”或“美的哲学”，也不同于文艺理论，而是通过对艺术进行哲学的探讨，阐明美学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着重探讨艺术中的哲学问题，阐明艺术的最一般的规律，开启了现代文艺美学的先河。另一是从属于文艺学（文艺理论）的范畴。如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运用哲学的观点，探讨艺术的本质，艺术发生、发展的规律，艺术创作、鉴赏、理想、价值的哲学基础。它与作为美学的艺术哲学有相通之处，但主要是艺术理论，并同美学一道为文艺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学界对“艺术哲学”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它就是美学或美的哲学；有的人认为美学还要研究自然美、社会美，艺术哲学是美学的一部分，同心理学美学、艺术社会学并列，共同构成美学；有的人则认为它是文艺理论或文艺美学。


美的哲学
 （philosophy of beauty）　亦称“哲学美学”。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来研究美的本质、特征、发生、发展规律和审美意识、美的创造的科学。是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和艺术哲学的区别在于艺术哲学主要用哲学的观点研究艺术，美的哲学则是用哲学的观点研究大千世界的美和人的审美、美感，包括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发生、发展，以及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在西方古代和近代，美的哲学或哲学美学是美学的主干，隶属于哲学。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罗马普洛提诺的《九章集·论美》，英国博克的《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法国狄德罗的《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质的哲学探讨》，德国鲍姆加登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意大利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都是从他们的哲学体系出发，把美学当成哲学来探讨。由于他们的哲学观不同，在美的哲学的基本观点上形成了主观论、客观论、主客观关系论等理论。“美的哲学”这一概念由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认为美的哲学就是美学，它只探讨艺术的美和艺术美的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艺术作品的性质，是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但他所说的美的哲学实即“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的哲学”。在现代美学中，人们对“美的哲学”有不同的界定。主张美学以艺术为主要对象的人认为，它即艺术哲学，亦即美学；主张美学研究大千世界的美和美感的人认为，它与艺术哲学不同，是关于美的哲学；还有的人认为现代美学正跨出哲学的范围，并衍生出心理学美学、艺术美学、生活美学、技术美学等分支学科，因此，美的哲学或哲学美学只是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


哲学美学
 　即“美的哲学”。


文艺美学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性质、审美价值、审美创造、审美鉴赏及其生成、发展规律的科学。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美学和文艺学等学科交叉结合的边缘学科。与哲学美学、心理学美学、生活美学、劳动美学、技术美学等并列。下属学科有文学美学（其下又可分为小说美学、诗歌美学、散文美学等）和艺术美学（其下又可分为音乐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篆刻美学、舞蹈美学、雕塑美学、建筑美学、园林美学、戏剧美学、戏曲美学、曲艺美学、摄影美学、电影美学、电视美学、工艺美学等）。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罗马贺拉斯的《诗艺》，我国先秦时期的《乐记》，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对文艺特殊的创造规律、审美规律作了探讨，是文艺美学思想早期的代表。德国黑格尔集中于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和创造美，自称其美学为“美的艺术哲学”，已孕育着文艺美学独立发展的趋向。随着人类文学艺术活动的愈益复杂和美学研究的深入，以文学艺术为对象的美学研究都进而注意考察其本身的审美特性和创造规律。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提出艺术美应当发挥再现生活、说明生活、评判生活三大作用。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阐述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发展受种族、环境、时代三个条件的制约，提出艺术模仿要着力刻画事物内部和外部的逻辑，表现对象的主要特征。从19世纪始，对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研究便已逐渐展开，如奥地利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对音乐美学的开拓，法国萨赛的《戏剧美学初探》（1876）对戏剧美学的探讨，等等。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文学艺术和一切审美对象共有的审美特质和普遍的审美规律，包括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及两者的交互作用；（2）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审美对象而独具的审美特质、审美价值、审美规律，艺术美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美创造规律以及艺术的功能等；（3）文学艺术不同门类、样式、体裁之间相互区别的个别规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文艺创造过程这一特殊审美活动的主要环节，探讨作家、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感受、体验和按“美的规律”进行艺术创造；（2）文艺作品作为独特的社会精神产品的特殊本质，及其特殊的构造和形态，艺术美的特征，各审美范畴如美与丑、悲与喜、崇高与滑稽等在文艺中的表现；（3）文艺接受过程中，接受者、批评者的审美体验和能动创造；（4）文学艺术美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5）艺术的特殊价值功能和艺术美育。这些方面可以简称为创造论、作品论、批评鉴赏论、发生发展论和价值功能论。文艺美学不同于对文艺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文艺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文艺心理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文艺社会学”，而是它们的综合。在我国近现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都有文艺美学的内涵，但作为独立部门的文艺美学学科则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文艺美学对于丰富、深化美学内涵，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审美价值和人的文艺鉴赏能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艺美学是门新兴学科，美学界对它有不同的界定，主要有：（1）关于文学艺术的美学，是文艺学与美学相结合的产物，从美学角度研究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创造美规律，从属于美学；（2）研究艺术审美特性、独特审美价值的科学，从属于文艺学，是文艺学、文艺理论的高层次；（3）文艺美学即艺术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艺术规律的科学，从属于哲学。


艺术美学
 　即“文艺美学”。


艺术学
 （general theories of artart）　亦称“文艺科学”。研究各种艺术现象，阐明其基本原理、基本特征、基本规律的科学。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艺术学指艺术理论，广义的艺术学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的研究。通常指广义。艺术学是人类长期艺术实践的产物，随着艺术实践、人的思维能力以及其他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时代，当原始初民创造原始艺术，从中得到艺术享受，形成朦胧的艺术经验时，便萌发了雏形的、不自觉、不系统的艺术学思想。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方古希腊时代，随着艺术实践逐步形成了早期的艺术学思想。先秦诸子著作中散见的文艺思想，艺术理论专著《乐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罗马贺拉斯的《诗艺》等的出现，标志着艺术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1900年，德国格罗塞在《艺术科学研究》中提出，艺术科学的目的是对艺术的性质、艺术多方面的原因和效果，获得全面的知识。1906年，德国德苏瓦尔在《美学和一般艺术学》中阐述了艺术学与美学的联系与区别，指出：一般艺术学的课题在于从认识论上推敲特殊艺术学的前提、方法及目的，标志着艺术学已逐步成形。艺术学着重研究艺术的创作、批评、鉴赏的规律，研究艺术的本质、特征、功能、历史发展及其同社会生活、人类思维的关系。艺术学的主要构成部分为艺术理论，通过对艺术现象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揭示艺术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并用以指导艺术史的研究和艺术创作、批评、鉴赏。艺术批评、鉴赏通过对具体艺术现象的分析、概括、总结，丰富、充实、修正艺术理论。艺术理论或艺术批评、鉴赏须在对艺术史的认识、研究基础上展开，须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三者不可分割。艺术学同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乃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既从中吸收养料、充实自己，又以自己独特领域的研究丰富这些相关科学，并在与这些学科的相互渗透中，逐步衍生出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教育学、比较艺术学等多种分支学科。艺术学同美学、文艺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者都以艺术为共同的研究对象，有共同的目的、手段。但艺术学早于美学、文艺美学，是它们的母学科之一。艺术学集中探讨艺术现象、艺术规律，以及艺术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美学则研究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审美对象、审美规律，对于艺术的研究则着重探讨其审美特性，而文艺美学则侧重从审美角度探讨艺术的审美价值、审美特质。艺术学对于艺术创造、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科学的艺术学可以推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充分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


文艺学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art）　狭义指文艺理论。即以文学艺术的本体、本质、特征、价值和文艺创作、接受基本规律、文艺作品基本构成等文艺活动的一般性原理、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性学科。通常认为“文艺学”是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的译名，或来自日文中的“藝學”，我国历史上“文艺学”最初是以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高等学校文学艺术院系，其研究对象同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并不完全吻合。其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在广泛汲取西方文论、中国古代诗文评、现代文论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逐渐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由于中西学科命名的差异，以及在概念转译过程中语言自身的局限，更由于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广义的“文艺学”的观念，即指包含文艺史、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史、文艺批评史乃至文艺美学等一切关于“文学艺术”的研究的总称，其外延同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一般译作“文学科学”或“文艺科学”，20世纪60年代之后通译作“文艺学”，新时期之后则有学者认为当译作“文学学”）相近。同时，由于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纳和借鉴艺术理论资源，其理论命题在艺术学、美学等学科领域也有较大的适用性，加之中西学科门类建构的差异、西方学术对中国学科建设的影响，以及“文艺”作为“文学和艺术”的词义的存在，文艺学有时也在“艺术学”的意义上被使用。


艺术心理学
 （psychology of art）　亦称“文艺心理学”。用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美学、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文艺学与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包括文艺创作心理学、文艺作品心理学和文艺接受心理学。文艺创作心理学主要研究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建构，心理经验的积累，创作动机的形成，对社会生活的直觉、感受、体验、判断，所展开的联想、想象、情感、意志活动，以及艺术构思、艺术表达中的心理特征等。文艺作品心理学主要研究艺术家心理活动的物化形态，艺术意象、意境的心理内涵，人物形象的心理特征等。文艺接受心理学主要研究接受者的欣赏趣味、心理过程，对艺术作品的感受、体验和再创造等。这三者相互联系，并在同社会心理的参照中探索文艺心理的社会历史根源。古希腊柏拉图的“迷狂说”，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中国晋陆机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说，南朝梁刘勰的“神思”说等，已有文艺心理学的萌芽。到近现代，艺术心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法国德拉库瓦（Henri Delacroix，1873—1937）的《艺术心理学》和德国缪勒弗莱恩费尔斯（Richard Müller-Freienfels，1882—1949）的《艺术心理学》等，是艺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它对于把握创作心理、鉴赏心理和提高创作水平、鉴赏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文艺心理学
 　即“艺术心理学”。


文艺创作心理学
 （psychology of artistic creation）　亦称“艺术创作心理学”。研究文艺创作的心理机制、功能、特征和心理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美学、文艺学、心理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相结合的学科。审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分支之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法国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德国莱辛的《拉奥孔》、中国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各种诗论、文论、画论、乐论、曲论等研究文艺创作的论著及《红楼梦》等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文艺创作心理描述、分析的内涵。1908年，德国寇尔帕在《哲学引论》中提出美学应是“审美享受和艺术创作的心理学”，把文艺创作心理视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此后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苏联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以及现代西方美学、文艺学，都对文艺创作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是中国现代较早研究文艺创作心理学的著作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多种文艺创作心理学著作。主要研究：文艺家从对现实的审美感知到孕育审美意象再到艺术传达整个过程中的审美心理活动和创作心理活动，包括审美的直觉、注意、记忆、回忆、联想、想象、幻想、判断、情感、灵感、意志等心理形式、过程；形象思维、艺术思维、意象思维、灵感思维活动及其同逻辑思维的关系；文艺家个性心理结构、气质禀赋、审美情趣等个性特征；创作动机、艺术构思、意象孕育、形象塑造、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心理根源；文艺家创作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思潮、艺术传统的联系以及文艺创作心理的历史发展，等等。研究方法有：从文艺家创作心理活动中概括出创作心理运动轨迹、规律和原理的归纳法；剖析某个文艺家创作心理中把握其个性心理特征及其普遍性的个案法等。研究途径有：观察、体验文艺家的言谈举止；研究文艺家阅历、家族史、生活环境、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创作谈；分析文艺家的作品、形象、手稿和访谈、调查等。


艺术创作心理学
 　即“文艺创作心理学”。


文艺鉴赏心理学
 （psychology of art appreciation）　亦称“文艺接受心理学”。研究文艺鉴赏、接受中的心理机制、功能、特征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美学、文艺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相结合的学科。审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中国先秦《国语》的“声一无听”说、《乐记》的“心物感应”说、三国魏嵇康的“声无哀乐”说、南朝宋宗炳的“畅神”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德国黑格尔的“艺术观照”说、理普斯的“移情”说，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都对文艺鉴赏心理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德国尧斯、伊瑟尔等提出“接受美学”，强调鉴赏、接受对文艺作品价值起决定作用以后，欧美许多美学家、文艺家便系统地研究文艺鉴赏心理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是中国现代较早研究文艺鉴赏心理的著作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多种文艺鉴赏心理学的著作，其他审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著作中也大多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文艺鉴赏心理学主要研究：文艺鉴赏者的审美心理结构，欣赏动机、情绪、态度、标准、趣味、能力等心理状态；鉴赏中的审美直觉、联想、想象、判断、情感活动，审美意象创造和意志活动等心理形式、过程；鉴赏者对文艺作品、艺术形象的感知、体验、共鸣、移情、逆反、通感、意象再造和审美评价等心理反应；鉴赏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对文艺作品意蕴的接受、超越和使对象审美价值形成的特殊功能；鉴赏者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同社会心理的关系；鉴赏者的审美经验、能力，期待视野与文艺创作、艺术文本召唤结构的互动关系以及鉴赏者之间美感共同性、差异性的心理基础，等等。研究方法有：观察法、体验法、调查法、实验法和分析、归纳法等。


文艺接受心理学
 　即“文艺鉴赏心理学”。


艺术社会学
 （sociology of art）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艺术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美学、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研究内容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和特定社会环境对艺术创作、鉴赏、发展的影响；艺术起源、演变、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文艺思潮、创作个性、风格、流派、艺术作品的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以及艺术审美趣味、风尚等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的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艺术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艺术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审美功能及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作用，等等。它同哲学、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发生发展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紧密相联，相互渗透。中国先秦诸子的艺术论，南北朝时期的《文心雕龙》，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已具有艺术社会学的萌芽。德国黑格尔、俄国别林斯基等紧密联系社会生活，探讨艺术的本质、功能和发展规律，开了艺术社会学的先河。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从人类活动的本质，考察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对艺术的制约作用，艺术生产的特征、功能，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以及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等，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独立学科的艺术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1874年，比利时米凯尔提出系统研究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主张。法国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和《艺术哲学》中把艺术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归结为“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形成艺术社会学的一个学派。英国的罗斯金和莫里斯，法国的拉罗和居约，以及芬兰的希尔恩都是著名的艺术社会学家。德国佛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俄国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等著作，则通过考察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探讨艺术的发生、发展同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的关系，揭示艺术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国外艺术社会学形成了不同流派。美国的豪塞尔，法国的戈德曼等人侧重从社会经济、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探讨艺术同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艺术社会学是艺术的社会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美国一些学者侧重从艺术的社会传播、社会消费研究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它是文化生活学的一部分；《苏联大百科全书》（1976年版）认为广义的艺术社会学研究艺术与社会整体的关系，狭义的研究艺术作品传播的社会机制、手段，观众的趣味，对观众的影响等，是社会学的一个部门。中国现代美学、文艺学大多不同程度地包含着艺术社会学的内容，但对艺术社会学有不同的界定，主要有：（1）是研究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美学；（2）研究艺术的社会基础、社会功能的文艺学；（3）美学、社会学、文艺学相结合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统一论。艺术社会学通过对艺术美的创造、发展、审美同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生活关系的系统研究，可以丰富美学、文艺学和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内容，指导艺术创造和审美鉴赏。


诗学美学
 　研究诗歌等文学艺术审美特性、审美创造美规律的科学。美学分支之一。有广狭二义。狭义指诗歌美学。中国的“诗言志”说、“诗缘情”说、“诗格”说、“情境”说、“性灵”说、“风骨”说、“韵味”说、“格调”说、“声病”说、“诗贵自得”说、“妙悟”说、“诗教”说，等等，都对诗歌的根源、特征、意蕴、体式、鉴赏、功能和审美特性作了理论探讨。秦汉间的《毛诗序》、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唐释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严羽的《沧浪诗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和其他众多诗论、词论、曲论，等等，都探讨了诗、词、曲及各种诗歌体裁、风格的意蕴美、意境美、形式美、格律美和诗歌的创作规律、鉴赏规律、发展规律，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歌美学思想体系。法国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着重研究诗体、诗德、诗歌创作灵感和法国诗歌史，强调理性在诗歌创作、鉴赏中的作用，成为新古典主义理论和诗歌美学的代表作。到20世纪，诗歌美学进一步成为研究古今中外诗歌的发生、发展、内容、形式、审美特性、审美价值和诗歌创作规律、鉴赏规律、发展规律的科学，成为一门隶属于文艺美学分支的独立学科。广义的有三种形态和层次。一指以诗歌研究为重心的文学美学。中国古代曾以“诗”或“文”涵盖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先秦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汉王充的“疾虚妄”说，三国魏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西晋陆机的想象论，南朝梁刘勰的“神思”说、“风骨”说、“情采”说等，都探讨了诗歌等文学样式的意蕴美、形式美及其创作、鉴赏和发展规律。二指与诗学相联系的文艺美学。中国古代诗、乐、舞合一。从先秦的《乐论》、《乐记》到清刘熙载的《艺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罗马贺拉斯的《诗艺》到德国莱辛的《拉奥孔》、法国伏尔泰的《论史诗》，等等，都将诗学与音乐、舞蹈、美术等其他文学艺术结合起来，探讨诗歌和各门类艺术共同的或各自的审美特性、创造美的规律。三指将诗歌等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中，创造富于诗意的美好生活，使人和人的生活更加诗化、审美化。诗学美学将美学理论与诗歌等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熔于一炉，既将美学理论、美学史研究具体化、实践化，丰富了美学的内涵，又将诗歌等文学艺术的研究提升到了美学的层次。


审美文化学
 （cultural aesthetics）　亦称“文化美学”、“美学文化学”。研究各种文化形态、文化产品的审美特性、审美价值、审美创造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美学与文化学的结合体，美学分支学科之一。中国的《礼记·乐记》、《文心雕龙》，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德国黑格尔的《美学》等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美学的探讨，研究其审美特性、审美价值和文化产品美的创造规律，已蕴含着审美文化学的思想内涵。意大利维柯对人类初期文化活动中的模仿活动、想象活动、情感活动等审美创造活动的论述，德国尼采主张通过艺术和审美来形而上地把握人类文化的论述等，已包含了对审美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到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主张建立审美文化学或文化美学，强调以文化的审美价值克服文化商业化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艺术堕落，促使人按照美的规律来重建文化，构建审美化、艺术化的世界，使人在对审美文化的观照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和对现存现实的超越。意大利葛兰西进一步主张，创建使人从纯经济因素向道德因素过渡的审美的新文化。20世纪末，我国也开始了对审美文化学的研究与探讨。审美文化学主要研究：人类各种文化形态、文化产品的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科技文化与艺术文化，实用文化与观赏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各种文化形态及其在美学意义上的相互关系；文化产品的审美特性、审美价值和审美规律、创造规律；人的文化需求、审美心理和对文化产品的审美趣味、审美选择；国别审美文化，民族审美文化，民俗审美文化，地域、城市、乡村审美文化的各自特色及其相互交流；审美文化与一般文化以及与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审美文化生成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审美文化教育的功能、方法、途径，等等。审美文化学的核心是研究审美文化的创造者和接受者的人的美和人创造的文学艺术的美。


文化美学
 　即“审美文化学”。


审美文化
 （aesthetic culture）　以艺术文化为核心的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总体文化的组成部分。最早提出“审美文化”这一概念、观念的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该派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商业化所导致的反文化、反艺术、反审美思潮的泛滥和人性异化、艺术堕落的现象，把文化分为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主张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审美文化，重建审美化、艺术化的世界，使人们在对审美文化的观照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和对现存现实的超越。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对审美文化的研究和探讨。审美文化是人类在审美实践中按照美的规律所创造的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它与一般文化的区别在于具有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表现为：形象直接性，不含制度文化、文化观念等抽象文化；主体想象性、创造性，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在想象中发现和创造的文化；情感表现性，融入了主体的审美意识、思想、情感、智慧，表现出主体心灵的自由和理想、愿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精神愉悦性，超越一般文化产品的实用性、功利性，使人怡情悦性、获得美的享受；创新性、发展性，是人类在自觉自由的劳动中不断创新的产物，是积淀着人类审美意识的审美创造的延展，并随着人性的发展和人的实践创造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化。审美文化的存在形态有自然审美文化、人文审美文化、艺术审美文化、科技审美文化、衣食起居器用审美文化等，即物质审美文化和非物质审美文化或精神审美文化。在性质、层次上有主流审美文化、精英审美文化、大众审美文化、民俗审美文化等。在时空上有传统审美文化、现代审美文化、民族审美文化、地域审美文化、城乡审美文化等。在诸多审美文化形态、产品中，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最鲜明，审美价值最突出，是最高的审美文化，在各种审美文化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其他文化形态、文化产品也往往因为渗入了文学艺术的因素而具有了审美特性、审美价值。审美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创造的，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生命活力的显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审美文化的发现、观照和创造，是发展人类文化、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人们对文化的内涵、外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审美文化即艺术文化，有的认为审美文化是以艺术文化为核心的广袤世界的有审美特质的文化。


民俗审美文化学
 （cultural aesthetics of folklore）　研究民间习俗、礼仪、艺术等民俗文化的审美特性、审美价值、审美创造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美学与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相结合的学科，美学、人类文化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礼记·缁衣》中最早提出“民俗”一词。在《礼记》、《山海经》、古希腊神话等中外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民俗文化及其审美意义的记载。1846年，英国人类学家威廉·托马斯提出“民俗学”（Folklore）一词，包括研究民俗审美文化特征的民俗学便作为人类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在欧美国家逐步盛行。“五四”前后，民俗学传入中国，也开始了民俗审美文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俗审美文化学开始进入自觉研究阶段，在钟敬文、贾芝、姜彬等人的民俗文化研究中都包含了民俗审美文化学的丰富内涵。民俗审美文化学主要研究：人类源远流长的积淀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内涵的民风民俗及其审美特质；历史的和现实的民间文艺、宗教信仰、祭祀礼仪、岁时节庆、婚丧寿诞、衣食起居、生产技艺、贸易集市等民俗文化活动中的审美习尚、审美趣味、审美创造；民俗审美文化的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及其发生、承传、发展；各民族、地域之间民俗审美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其中侧重研究民间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舞蹈等民间文艺形式所表现的民间的劳动的美、智慧的美和民众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


心理学美学
 （psychological aesthetics）　亦称“审美心理学”。研究审美和美的创造的心理结构、心理内容形式、心理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是美学与心理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相结合后所产生的交叉学科。研究内容包括：（1）主体审美创造美心理活动同客体对象、环境的互动关系，审美心理运动的动因及其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2）个体人类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积淀、发展及其同社会生活结构、文化结构、对象结构的关系，审美心理结构的构成、性质、功能；（3）审美心理运动的规律及其同其他心理运动的互动关系；（4）审美的需要、动机、观念、态度、趣味、理想、能力、潜意识等审美意识、心理内容；（5）审美过程中的直觉、记忆、联想、想象、通感、判断、理解、情感、意志等心理形式及其生理机制；（6）审美意象创造及其同美的创造的互动关系。中外古代美学思想中已有心理学美学的萌芽。18世纪英国经验派开始对审美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功能，如知觉、表象、想象、快与不快的感情等，进行分析和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随着近代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许多美学家都用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美学，形成许多心理学美学的派别，扩大了美学研究的领域。其中主要的派别有：（1）以费希纳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学美学。采用“自下而上”的实验方法，测量、核对和统计哪种形状、颜色、声音等最受受验者的喜欢，便确定哪种是最美的。（2）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美学。认为精神病是由于人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沉压到心灵深处的无意识中，成为“情结”（complex）。艺术的美是本能欲望的情结的升华。（3）以阿恩海姆为代表的完形心理学美学。认为美在于“完形”，这个“完形”是大脑皮层和知觉对外界刺激进行了积极的组织或建构的结果，美感在于主客体之间存在“异质同构”的关系。（4）以马斯洛（Abraham Maslowe,1908—1970）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美学。主张把心理学研究建立在不断发展中的人身上。人有多层次的需要，美和美感是人从他所创造的对象中达到自我的实现。在中国，心理学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衍生出审美心理结构学、审美创造心理学、审美情感学等分支学科。


审美心理学
 　即“心理学美学”。


审美情感学
 （theory of aesthetic emotion）　亦称“审美情绪学”。研究审美创造美中情感情绪机制、功能、特征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是美学与心理学、文艺学相结合的学科，美学、审美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英国休谟的“同情”说，德国里普斯的“移情”说，中国陆机的“缘情”说、王夫之的“情景相生”说、龚自珍的“尊情”说等，都强调情感情绪在审美和艺术创造中的动力功能。1884年，美国W.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提出“情绪心理学”理论。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前苏联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美国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论等，都对审美情感情绪的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审美鉴赏、审美创造中情感、情绪、感情发生发展的生理机制、心理基础、类型、结构、性质、功能和变化规律；情感介入、体验，情绪激活、强度、转换、释放和共鸣、距离、逆反等情感情绪反应；审美情感情绪与实践、认知、理性、意志行为的互动关系；情感、情绪在审美意象创造和艺术形象、意境创造中的动力机制；文艺作品中的情感符号、情感表现、情景相生、情境交融、情绪流动、情感张力和感染力等。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体验、分析、归纳，尤重对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创作主体、对象主体的情感情绪分析。心理学界曾试图应用科学技术方法实测、试验、统计情绪反应，但收效尚不显著。


审美情绪学
 　即“审美情感学”。


接受心理学
 （psychology of reception）　研究审美接受的心理机制、功能、特征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包括研究对现实美的接受心理和对文艺作品的接受心理。因主要研究文艺鉴赏、接受的心理活动，故又称“文艺接受心理学”或“文艺鉴赏心理学”。


生活美学
 （aesthetics of life）　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广义以广袤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中的美和审美为研究对象。狭义从物质生活产品美的生产者、消费者的角度，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需求、审美经验和审美创造美规律。研究内容包括：（1）直接的日常物质生活领域的美。如服饰、器用、仪容等外在形体美的创造、欣赏，体现、折射内在心灵美；餐饮的色、香、味以及与餐具、包装的配合；居室的装潢、陈设布置及其与自然美的协调；商品的设计、包装和广告的美等。（2）生活方式的美。如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卫生、整洁和礼仪的美，摆脱旧的观念、习惯的束缚，适应时代需要的变革。（3）业余文化生活中的审美创造美活动。如旅游、体育、休闲中的审美和美的创造。生活美学于20世纪开始在欧美国家盛行，中国在80年代兴起，并开始研究商品美、服饰美、餐饮美、环境美、装潢美、广告美、旅游美等，但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学科。研究生活美学可以使人的日常生活提高层次，使衣、食、住、行等方面，除具有实用价值外还具有审美价值，可以推动日常生活审美化，陶冶人的情操、审美情趣，提高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社会和谐。


环境美学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研究人与生存环境的审美关系和环境美创造的科学。是美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的学科，美学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社会环境的状态、发展和美丑以及人对环境的改造、美化，人对环境的审美心理、审美感受、审美评价和对环境美的创造，以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环境的审美关系，自然环境的状态、改造、发展，人对自然环境的审美需要、审美感受、审美评价和对自然环境美的创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美学是在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中叶，中国从20世纪末开始研究。对于环境美学研究的范围，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它研究广义的环境美及其创造、发展，包括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有的认为它主要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即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
 （ecological aesthetics）　研究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审美关系和维护、创造生态环境美的科学。是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学科，美学分支学科之一。中国古代倡导的“天人合一”论、以“天地之和”、“天人之和”为美论，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等人主张的自然由联合对立面造成和谐与美的学说等，已有原初的生态美学的思想因素。“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生活处所，后延伸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19世纪中叶，欧洲开始出现生态学，研究生物之间以及人类与生物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主张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并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20世纪中叶，西方开始生态美学的探讨。中国美学界20世纪末提出生态美学的命题。主张突破“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应尊重、敬畏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内在价值，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为价值导向，以人与自然生态处于平衡、协调的审美状态为审美取向，以保护人与自然生态这种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为历史使命，要按照物种尺度、人的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改造自然，维护、创造、发展自然生态的美，使自然生态系统成为人的生命本源和审美的对象，美感的源泉。生态美学是当今世界新兴环境文化的组成部分。


体育美学
 （aesthetics of sport）　研究人在体育活动中的美、审美、美感和美的创造的科学。是美学与体育学相结合的学科，美学分支学科之一。在中国古代关于“射”、“御”、“舞”、“百戏”、“剑术”等体育、游戏、武术的论述中，常将其与“礼”、“仁”、“和”、“真”等美学思想相融合，表现出以“健”、“力”、“智”、“勇”为美的思想。在欧洲关于人体美和体育运动的论述中，常将其与社会正义、和平以及人的机智、勇敢相结合，追求健、力、美的统一。这些都蕴含着人文内涵，已有体育美学思想的萌芽。到现代社会，体育活动日益科学化、人文化、审美化和群体化、日常化，成为人的生命活动、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美的创造的重要领域和美感的源泉。1950年，日本西田正秋发表《体育美学的提倡》一文，被认为是“体育美学”较早提出者之一。此后，苏联、英、美、德、日等国纷纷出版关于体育美学的论著，体育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体育美学主要研究：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中人的健力美、体育精神的美和在体育活动中所显现的人体美、人格美、智慧美；体育运动中的技能、节奏、韵律的美和体育盛会中体育与艺术、科技相融合的综合美；体育运动中形式美与内容美，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的统一；人对体育的审美需要、审美经验、审美心理和美的创造的规律；体育的历史发展及其同德育、智育、美育的互动关系。体育活动中的美是人的生命活力、智能潜力、人体巨力的显现，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是人对自身潜能、生命价值的确证和对健康、自由、和谐的向往。


商品美学
 （commodity aesthetics）　研究商品生产、流通、消费中审美创造美规律、特征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在研究一般商品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消费产品的审美特质、审美价值和审美创造及其同实用价值、交换价值的互动关系。包括研究商品生产过程中对商品造型、色彩、款式、包装等形式美的技术设计、艺术设计，商品实用价值、交换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商品的特定象征意义；商品品牌、商标、广告、展示以及企业形象的设计，商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商品营销中商品接受者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消费时尚等同其审美需求间的关联，以及不同地域、民族、阶层的人在消费水平、审美趣味上的异同，商品美对市场的适应和对市场的开拓。商品美学的研究目的是提高商品的审美价值，它不仅有助于商品的质量、销售和附加值的提升，而且有助于商品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审美需求的提高和满足。


生产美学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研究社会生产系统中劳动生产者与劳动生产对象、工具、环境、产品以及劳动生产者之间的审美关系、审美创造美规律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与发展。主要研究作为生产主体的人与物、环境的审美关系；人类生产劳动的美，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对象、工具、环境、产品的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审美创造活动和非审美功利活动的特殊关系；技术产品的设计、生产、消费同人的审美需要、审美创造实践的互动关系。具体对象包括生产主体劳动者之美，生产工具、环境、产品之美等。参见“劳动美学”。


科学美学
 （aesthetics of science）　研究自然科学对象、成果的美，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精神、睿智的美及其审美意识的学科。是科学与美学相结合的产物，美学分支学科之一。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的关系来解释天体、物体之美中已初显端倪。德国费希纳创立的实验美学运用实验心理学、物测量法等自然科学方法，测定美的存在和美感的程度；快乐论美学从生理学出发，认为审美快感是器官、肢体的健康活动，美是给人的神经系统提供最大量刺激和最小量消耗的东西；精神分析美学用人的性欲本能、无意识象征表现来解释美和艺术的本质；信息论、系统论美学把美视为一种信息系统，把艺术创作和鉴赏视为信息的发送、传导和接收，用带给欣赏者独创性信息的数量和内涵来确定文艺作品的价值；控制论美学把艺术活动、审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作用看作信息交流和大脑控制过程，运用反馈概念研究最合理的几率分布，从描述性的定性研究过渡到精确的定量研究，等等。这些都赋予了美学以自然科学的内涵，推动了科学美学的发展。科学美学的研究内容，一是通过科学实验把握自然的物种的尺度、规律和自己内在的尺度，发现科学研究对象的美，既从对象的质地、功能等方面把握对象的内在美，又借助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等发现对象组合结构合乎对称、对比、比例等形式因素的形式美；二是通过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的新物种、新产品等研究成果的美，发现数学公式、物理实验、化学反应、生物生理中美的因素；三是通过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真向善的科学精神的美和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等智慧才能的美以及从研究对象、过程、成果中所获得的美感。科学美学的特点和功能是：（1）将科学理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赋予自然科学以美学的内涵，使之成为发现美、创造美的一个特殊而广泛的领域，使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成果成为人的丰富而独特的审美对象；（2）扩展艺术视野，为各门类的艺术创造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增强艺术的真实性、科学性与现代性；（3）扩大美学研究的范围，拓展美学思维的空间，丰富美学研究的手段。既把美学研究的疆界扩展到人的感官所不能直接感受的宏观、微观世界，又使美学研究在定性分析之外，纳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增强研究的精确性，并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中，为美学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美学界对科学美学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科学研究是理性的实践和抽象的思维活动，不具审美创造的个人独特的情感活动和自由的想象、幻想，它只为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和形式美提供科学的方法、手段。有的则认为科学研究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科学实验是人的社会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和发挥人的潜力的重要领域，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理论、成果既构成了人与现实的实用关系，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关系，既能创造理论形态的抽象美，又能从其发明创造的物质成果中呈现出感性形态的具象美，具有推动科学发展、美学发展及其相互融合的特殊价值和功能。


技术美学
 （aesthetics of technology）　研究生产领域里产品技术、艺术设计，生产者的劳动条件、环境以及销售、管理系统中审美创造美的科学。是一门美学与技术科学等多学科交叉产生的综合性应用学科。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在中外古代将技术与艺术、适用与美观相结合的手工艺技术生产中，已开始形成素朴的经验式的技术美学思想萌芽。现代技术美学是19世纪中叶欧洲为解决产业革命后技术与艺术分离，作为生产主体的人被边缘化，技术产品外观粗陋而开始提出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幻想小说《乌有乡消息》中，通过主人公的梦幻描绘了人们在手工艺劳动中，不仅劳动产品适用、美观、多样，劳动过程也舒适、愉快。在他的推动下，曾掀起“英国手工艺和美术运动”。20世纪初欧洲开展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运动，承认有机械美，倡导以曲线和式样的特异性来改变技术产品面貌。1919年在德意志制造同盟的基础上成立了包豪斯工业设计学院，形成了以设计师、工程师、建筑师和艺术家为成员的包豪斯学派，提出以大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艺术化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许多国家开展了技术美学的研究，在德国称“设计美学”，法国称“工业美学”，美国称“功能主义美学”，日本称“技术美的美学”。1953年捷克斯洛伐克设计师佩特尔·图内奇建议使用“技术美学”这一名称。1957年在瑞士成立了“国际技术美学协会”。技术美学于20世纪60年代介绍到我国，并于80年代后逐渐兴盛。技术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1）工业产品的技术、艺术设计及其成套方法，即国际上流行的“迪扎因”（design，指制图、图案、设计）的美学设想，既突出技术生产中的艺术设计，又强调技术设计和科学组织制定完善的生产环境、生产条件，根据生产的经济和工艺需要，探讨理想、协调的环境组合，用以改善生产、生态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2）技术产品的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结合，即产品的造型、色彩等外观与产品的经济、适用、效率、安全、舒适等性能的统一；（3）技术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使产品的技术、艺术设计富有时代感和审美特性，适应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技术美学是审美观念在产品设计、环境设计、传播设计等生产、生活领域的具体显现。它对于提高建筑、影视、戏剧、工艺品等艺术样式的技术含量和审美效果，也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信息论美学
 （aesthetics of information）　运用信息论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和审美创造美的边缘学科。是信息论与美学结合的产物。信息论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数学家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所创立。信息论美学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在法国发展起来，创始人为法国莫尔斯（Abraham Moles,1920—1992）。他在1958年出版的《信息论与审美感知》一书中主张用信息论方法研究审美。主要代表还有德国的本泽（Max Behnse），后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信息论美学把美和艺术品都看做一种信息，把艺术家看成信息发送者，把艺术欣赏者看成信息接收者，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视觉、听觉、大脑等感受系统是传递信息的通道。认为艺术作品要能适应于接收者，信息组合必须达到最优化。一件艺术品的信息量越大，其独创的量也就越大，而它的可理解性的量就越小，即越不容易为人所接收。艺术品既不能是完全可理解的，也不能是完全独创的，而应以这两者的辩证关系为基础，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于找到一个适合接收者的最佳点。信息论美学具体分析审美活动中审美信息的形成、贮存、处理、输出、传递和接受、识别的系统运动，运用数学模式和计算机语言，计算审美信息量，描述信息的形式和结构，分析信息的各级可分离因素，建立符号的指令系统，研究符号出现的概率、组合规律，从而测算出审美信息的“新颖度”和“可理解度”，达到最佳比例。信息论美学被广泛应用于艺术作品分析、实用艺术创造和大众通讯媒介艺术的设计等领域。我国从80年代开始研究和运用信息论美学方法分析文艺作品。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丰富了认识论，可以作为确切分析艺术作品内部组织的辅助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审美欣赏问题。其主要局限在于未能科学解释美的意蕴和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的内涵，未能提供判断审美价值的可靠标准。


系统论美学
 （systems aesthetics）　运用一般系统论思想和方法研究艺术和审美的边缘学科。是系统论与美学结合的产物。系统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创始人奥地利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确立了一般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世界是有规律地运动的整体系统；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其中系统的功能大于其各部分要素功能的总和；自然界、人类社会、哲学、文化、艺术和美都是由不同层次和要素组成的系统结构。60年代以来，系统论开始被应用于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美国伯恩汉（Jack Burnham，1931—）在1968年的Artforum杂志上著文提出：“系统美学将成为当前社会情况、技术条件下的主要研究方法”，他通过科学与技术对20世纪雕塑影响的调查，揭示了以地点为导向的作为对象的雕塑与具有极大流动性的系统雕塑之间的巨大差异。苏联美学家卡冈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艺术现象，认为不能再局限于对各种艺术史作零散的研究，要求对文艺现象作完整的系统的研究，以揭示艺术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状况、地位和功用所包含的辩证规律。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人运用系统论思想对美学、艺术进行研究。系统论美学的主要思想为：（1）审美主、客体是大系统中的两个互相联系的子系统，不能孤立地研究审美主体或客体，要从两者的系统关联中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把握它们的性质，从它们各自包含的系统多层次多方面因素的复合作用的细密分析中揭示它们的特征；（2）运用系统的整体性原则来考察审美客体和主体，把系统视为诸要素整合的有机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故应把美和美感作为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来把握；（3）把文艺创作、作品、欣赏、批评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和反馈过程来观察，全面揭示文艺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4）根据系统多重因素和多层次结构交互作用的观点对艺术创作、欣赏、评论等环节作出最优化的选择和处理。它有助于揭示美、审美和艺术的系统性、整体性、层次性、动态开放性，丰富美学的认识论、创造论，但未能充分揭示美、审美、艺术的社会内涵。


控制论美学
 （cybernetics aesthetics）　运用控制论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和审美的边缘学科。是控制论与美学结合的产物。控制论作为研究各类系统的调节、控制规律的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所创立。50年代起被运用于美学。德国贡茨霍伊泽的《审美质量与审美信息》（1962）、奥地利弗兰克的《控制论美学概论》（1968）等书就是运用控制论研究美学问题的专著。东欧各国和苏联也有不少人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如佩列韦尔泽夫的《艺术和控制论》（1966）、克留科夫斯基的《控制论和美的规律》（1977）等书。我国从80年代开始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用控制论的观点、方法研究美学，就是把艺术创造和审美欣赏等活动看成是创作主体通过作品输出审美信息，通过审美主体的接受活动再作出反馈的一个信息环流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信息流的循环，特别是反馈信息的存在，促使这种系统按照预定的目标实现控制，使该系统按预定的目的行动。认为人类的艺术活动是一个自控制、自调节的发展系统。审美调节机制从理智、情感上控制、调节人的精神生活，保证社会和审美、艺术按自身需要向着有序、稳态的目标发展。运用控制论研究美学和文艺，使审美欣赏、文艺活动过程从描述性的定性研究过渡到精确的定量研究，开辟了美学和文艺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维纳在他的第一批关于控制论的科学论著中，已涉及美和艺术的问题，把美看成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存在便是与无序的增熵倾向不断进行对抗的一种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结果，把美的现象纳入了控制论研究的对象范围。但在控制论与美学的结合、控制论美学的研究对象、控制论在美学中的应用等问题上，美学界还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用控制论研究美学可以扩大美学研究领域，丰富审美心理学、文艺创造学、文艺接受学、文艺运筹管理学等。一种意见认为把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看作同生物和机器一样的过程而加以研究和控制，看不到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的特殊性和社会内涵，容易陷入片面性、机械性。


美学场论
 （aesthetic field theory）　以场论的观点、方法研究美学问题的理论。（场论研究各种物理场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开始将“场论”引进美学和文艺学，提出“心理物理场”、“意识经验场”、“动力场”、“审美场”、“言语场”等概念。美国阿恩海姆进一步运用“场”和“力”的理论来分析美学和艺术问题，认为审美对象结构、艺术作品结构和人的审美心理结构都是其内部各部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具有整体性的场；在审美主客体的场之间，既有场的相互依存性，客体对象结构可以在主体大脑皮层找到相应的心理对应物，又有主客体场的相互作用，审美是主客体的场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主客体之间的场有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的关系，主体便根据完形趋向律，在同客体场的相互作用中，使主体的审美心理组织结构发生整体化的“完形”的作用，从而唤起审美感知和美感；审美活动中既有对象结构的整体性和主体心理结构的整体性，又具有意象性，是主体在直觉中创造的心理意象和意象群，这种意象群既是主客体的场相互作用的结果，构成了意象和艺术作品的“完形”，又体现了主体的心理张力和艺术张力，从而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场”和“力”以及“文学言语场”。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界有人开始运用“场论”分析审美和艺术现象，尤重“审美场”（含阅读场、接受场）的分析。通常认为审美场包括审美主体场、审美客体场和审美环境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构成了审美的场效应；三者任何一方发生变化，场效应也随之变化；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审美主体场，由此产生美感差异；同一主体由于对象场、环境场的变易和主体自身审美观念、态度、情绪的变化，也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审美场效应。美学场论有助于克服客体决定论，是美学进一步科学化的尝试。


审美价值学
 （theory of aesthetic value）　从价值论角度研究审美创造美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主要探究审美价值的生成及其性质；审美活动、审美对象之于作为审美主体的个人、集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审美价值的特点、影响及其作用方式；审美价值的确立标准及其历史发展等问题。19世纪德国洛采主张美学把美与价值联系起来，研究美的理念内容、目的和价值。接受美学认为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是由接受者创造的。1956年美国门罗提出一种研究“审美价值和价值标准的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方法”，把美学分为“审美形态学”、“审美心理学”和“审美价值学”。门罗认为，审美价值学旨在研究艺术的价值或无价值，只有将对艺术品的形式和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过程中的心理分析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揭示一部作品的审美价值，并由此确立审美价值的标准。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有学者认为，审美价值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另有学者认为由于审美价值学是美学的基本论域之一，而非一个独立的学科，宜称为审美价值论。


发生学美学
 （genetic aesthetics）　研究审美活动和艺术现象的发生及其原因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是美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科。有两个向度：一是研究美、艺术、美感的发生同客体对象的关系，形成主观说、客观说等多种学说；二是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美、艺术原初发生的原因。现代发生学美学一般指后者。中国先秦时期的“圣王制乐”说、“作乐应天”说，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艺术产生于对禽兽的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模仿，都是对美和艺术发生的早期探讨。德国黑格尔则从人通过“实践”活动在外在事物中自由地实现自己这类冲动中，探寻艺术的起源，认为人的自由理性是艺术的起源。英国斯宾塞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解释审美活动的发生，认为高等动物过剩的精力得到发泄是产生审美活动的根源。谷鲁司认为艺术和审美的发生是由于游戏练习的本能。德国格罗塞则用人类学的方法从原始民族的装饰艺术和舞蹈中寻找艺术发生的根源，认为原始艺术有吸引异性、吓唬敌人、鼓舞士气、促进团结等功能。芬兰希尔恩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主张对艺术的发生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从原始人的各种生活冲动中去寻求艺术和审美现象的起源，认为原始艺术有传达信息、辟邪驱魔、保持记忆、鼓舞士气等实用性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把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发生建立在人类的社会劳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论点。俄国普列汉诺夫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观点，以现存原始文化中的大量事实证明，劳动先于艺术，艺术和审美活动起源于劳动；在历史上，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任何时代、民族的艺术总是同它的经济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匈牙利卢卡奇则认为，原始审美活动的形成借助于巫术模仿的中介作用。巫术一方面模仿现实生活对象，另一方面又具有激发思想情感的作用，这两点正是原初审美活动发生的基本条件。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学美学的研究。它肯定了人、主体对美和艺术发生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揭示美、审美、美感和艺术发生的原初根源和本质、特征。


人类学美学
 （anthropological aesthetics）　用人类学观点、方法研究人类审美活动、审美意识、艺术发生、发展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从古希腊开始，美学思想家研究人类审美创造美和人类艺术活动，便有了人类学美学的因子。到19世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国格罗塞、芬兰希尔恩分别写的《艺术的起源》和俄国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开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美和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逐步形成了人类学美学。中国于20世纪末开始人类学美学研究。其研究大致有两个向度。（1）研究人类审美实践、审美意识和美、美感的发生、发展、性质、特征以及人类的审美创造。有“理念”说、“模仿”说、“心灵”说、“白板”说、“经验”说、“移情”说、“实践”说，等等。中国当代美学多持“实践”说，形成人类实践本体论美学、人类实践存在论美学、人类实践创造论美学等多种学派。认为人类多方面、多层次的实践不仅改造了世界，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也改变了人自身，使人类超越生物族类，具有了社会性、主体性、创造性等特征，而且人类在审美实践中形成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发展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美是人类实践创造的产物，审美活动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各种审美形态是人生境界的感性显现，美和审美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结果。（2）研究人类艺术的起源、发生、发展及其功能、特征。有“模仿”说、“游戏”说、“过剩精力发泄”说、“功用”说、“巫术”说、“图腾”说、“人类本能”说、“集体无意识原型”说、“情感表现”说、“劳动”说，等等。探讨不同地域、民族、人种中艺术发生、发展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以揭示艺术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人类学美学将实证方法、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将作为审美主体、艺术主体的人置于美学的中心地位，开辟了美学研究的更为广阔的领域。


审美形态学
 （aesthetic morphology）　研究人在审美活动和审美创造中直观、复现自身的各种感性形式、存在形态及其发展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形态学”原为语言学中研究词法形态变化的学科和生物学中研究机体形态结构的学科。美国托马斯·门罗将之引入美学。1956年，他在《走向科学的美学》中主张美学应走向实证化、经验化，根据美学研究的不同对象，建立审美形态学和审美心理学、审美价值学三个分支学科，但他把审美形态学限定为研究能够激起主体感觉、经验的文艺作品的形式和结构。中国美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研究审美形态学，运用分析法、归类法和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分类或比较研究人在审美实践中所发现的形形色色的审美形态及其创造、发展规律。对审美形态学研究范围的界定有广狭之分。有的认为审美形态是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的感性、具体的表现，主张广泛地研究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三大审美领域以及在各领域中的无限多样的审美形态，包括美、丑、悲剧性、喜剧性、崇高、荒诞等，研究其各自审美特性、相互关系和历史发展，建构广义的审美形态学；有的侧重研究各门类艺术的存在形态及其各自的审美特性、创造规律和历史发展，形成艺术形态学或文艺形态学；有的只把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审美范畴视为审美形态，研究其存在状态、审美特质及其历史发展，形成审美范畴学；还有的对中外各种审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各自特征、相互影响和历史发展，形成比较审美形态学。各种审美形态学都以人为主体，以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审美对象的存在状态、形态特征、审美价值和历史发展。


比较美学
 （comparative aesthetics）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美学思想、美学观点、美学形态等，以揭示美学发展规律和特色的科学。美学分支学科之一。20世纪中叶形成。美国门罗于1965年出版的《东方美学》和多伊奇于1975年出版的《比较美学研究》，是较早的比较美学专著。中国的比较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作为一种美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古代、近代国际文化交流中，已有运用，并往往与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研究等交融在一起。比较美学的基础是各种美学之间具有相关性、可比性和研究者对各种相关、可比的美学有了较为系统的把握。其研究内容有：对历史时期内不同地域、国别、民族美学的综合比较研究，如东西方美学比较、中外美学比较等；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国别、民族美学的总体比较研究，如20世纪国别美学比较、古代或中世纪不同地域美学比较等；美学范畴比较研究，如中外关于美、丑、崇高等范畴的比较；美学流派比较研究，如对科学主义美学、人本主义美学的比较等；美学家、美学著作比较研究，如将孔子的美学思想、刘勰的《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与外国相关美学家、美学著作的比较等；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诗学、绘画、音乐、戏剧、建筑等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有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个案比较与综合比较，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平行比较是对两种或多种相互独立、互无影响的不同地域、民族、国别的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求各自共同或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特色。影响比较是对两种或多种相互影响的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发掘美学交流对各国、各流派美学的影响和各自的或共同的发展规律。比较美学是种新兴的学科，它遵循人的认识规律和美的发展、创造规律，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分析与综合、个案与整体、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是其基本的理论方法。


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　亦称“美学观念”。人类历史上对美、审美、创造美进行理论思考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的总称。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有三种形态：（1）尚未系统掌握美学理论的人在审美活动中所逐步形成的具有感悟性、片断性，未经系统化、理论化的美学思想。凡是积极参与审美活动，具有一定审美经验并经过理性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美学思想或审美观念。（2）在美学正式诞生之前的一些思想家的美学思想，是他们通过对自然、社会、艺术中的美和审美、创造美进行论理性、系统性的思考所作出的理论概括，一般从属于哲学或文艺学，并呈现于他们的哲学、文艺学等著作和文艺作品之中。由于它同人类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审美创造实践密切联系，积淀了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创造美的智慧，并具有个体的创新性，所以它是美学的前奏，为美学学科正式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3）美学学科诞生以后的美学专家的美学思想。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美学理论和美学史知识，并考察了人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和实践创造的成果，这种美学思想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新颖性，并因美学思想的差异形成多种美学流派，有可能以其理论的新建树为美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以上三种形态的美学思想都以审美实践为基础，是对审美创造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同时又是对前人审美创造美经验的学习、继承和创新、发展。参见“美学”、“审美观”。


美学观念
 　即“美学思想”。


美学方法
 （aesthetic method）　美学研究的方式、方法、手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英国培根的《新工具》所倡导的归纳法、演绎法和法国笛卡儿强调的理性方法等，都探讨了科学的方法和美学的方法。美学方法综合了具体、特殊的科学方法，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哲学的普遍方法。它与世界观、美学观不可分离。旧唯物主义美学主张存在决定意识，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探求美的根源和审美的依据；唯心主义美学主张意识决定存在，从先验的“理念”、“神”、“绝对精神”或人的心灵探求美的根源；形而上学美学则主张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考察事物的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美学方法与现实规律的一致性，强调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主张以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创造论、历史发展论为指导，将理论方法与实践方法、认知方法与创造方法、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统一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从事物的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主体能动创造中，把握审美创造美的规律和美学发展的规律。美学方法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和发展性，有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文化学的、形态学的、文艺学的、心理学的和科学技术的等多种学科的方法，有本体论的、主体论的、实践论的、认识论的、符号论的、价值论的、创造论的等多视角的理论方法，以及多学科、多视角相融合的方法。具体方法有观察与体验，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推理与实证，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证明与证伪，实验与统计的结合以及纵向、横向的比较方法等。现代科学中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场论、熵论等也具有美学方法论意义。美学方法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唯心主义美学
 （idealistic aesthetics）　同“唯物主义美学”相对。主张主观心灵或客观理念决定美的存在和本质的美学观念、思潮。是唯心主义哲学观在美学上的体现。认为主观心灵、精神或客观理念、上帝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美的本原，物质、美、丑是第二性的，是心灵、精神或理念的产物，人的心灵或理念决定物质、美、丑的存在、发展和性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分裂，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的影响，以及思维方法上的直线性、片面性、主观性造成了美学上的唯心主义。可分为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两种基本形式。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认为在物质世界出现之前，就已先验地客观地独立地存在着“理念”、“绝对精神”、“天命”、“理”等精神实体，它是世界的本原，美的本原，是第一性的，具体感性事物只有注入、显现了精神实体才是美的，美是精神实体的产物和表现。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美就是“理念”，“理念”是最高的、绝对的、永恒的美，是感性事物美的原型，现实世界的美只是“理念”的摹本、影子。德国黑格尔认为美存在于客观的“理念”或“绝对精神”之中，“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绝对精神”演化的结果。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往往导致神学主义，“理念”、“天命”等精神实体往往是神、上帝的代名词。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是“神”创造的，事物美是由于神住在它里面，人从美中可看出神的意志和机智。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则认为人的心灵、精神是与生俱来的，是事物美的本原，美是主观意识的产物，由心灵决定，否定美及其规律的客观性。英国休谟认为美是“心”的产物，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德国康德认为事物美不美，关键是系于我们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些事物的存在；意大利克罗齐认为美属于心灵的力量，美是发见出来的；中国先秦孟轲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只有符合“我固有之”的“心”、“性”的才是美的；明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美是“心”的产物。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常导致唯我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唯心主义美学有时还以二元论、折中主义的形式出现。法国笛卡儿等人认为事物、美有物质与精神这两个相互并列、各自独立的本原，美是客观物质的属性，又是主观精神，但是客观事物的美是消极的，最终仍由具有能动性的主观精神所决定。唯心主义美学重视人的精神、审美意识的能动性和美的主体性，但有绝对化或神秘化的倾向，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美与人的审美意识的关系。在现代美学中，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还演化为“生存意志论”、“移情论”、“内模仿论”、“主观目的论”、“无意识本能论”、“直觉论”等形形色色的美学派别。美学史上有许多美学家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对若干具体美学现象，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论述和缜密的分析，有的还有辩证法因素，为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唯物主义美学
 （materialistic aesthetics）　同“唯心主义美学”相对。主张美是客观存在的，审美、美感是对客体美的认识、反映的美学观念、思潮。是唯物主义哲学观在美学上的体现。认为美是物质的属性，是第一性的客观存在，美感和审美意识是美的反映，是第二性的；美和美感的关系，是被反映和反映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表现形式，一般可分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美学，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美学（又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美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美学（即马克思主义美学）三种形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前的各种唯物主义美学通常被称为旧唯物主义美学。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美学是自发的、最初形态的唯物主义美学，它往往以感性直观的方式，通过某些具体的物质形态来解释世界本原和美的本质。如中国古代用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古希腊人用水、火、原子等来说明宇宙的起源和美的源泉、形态。墨翟的“取实予名”说，荀况的“制名以指实”说，亚里士多德的“零散因素结合为统一体”说等，都承认美的物质客观性，主张美感是对美的反映，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征。机械唯物主义美学产生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在自然科学长足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经验主义美学家，承认美客观存在于事物之中，是物的属性，美感是对美的反射、反映。但他们往往用物理学、力学、数学、生物学的原理和孤立、静止、片面、表面、机械的观点解释自然物的美和人对美的认识，只看到美的事物运动的外部因素，看不到它的内部条件；只注重美的自然性和美的形式，忽视美的社会内容；只承认人对美的直观，忽视审美意识的能动作用，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如英国博克认为美是物体的性质，但只限于小、光滑、娇弱、不刺眼等纯然感性的特征，只能通过感官感觉在人心上机械地起作用。法国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说，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说等，坚持美客观存在于审美对象和社会生活之中，美决定美感，将旧唯物主义美学推向最高峰。但他们往往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不到人通过实践不仅可以认识美，而且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创造比实际生活更高的美，带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局限，尤其是当他们解释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美、审美、美的创造等问题时，则常陷入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唯物主义美学的最高阶段。它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生产实践、审美实践出发来考察美的创造，既承认美的客观性，又重视审美意识的能动性，肯定美是人在实践中创造的，并把美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来加以考察，揭示出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对于认识美、创造美、发展美的决定性意义。参见“马克思主义美学”。


形而上学美学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❶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方法研究和阐述美的本质、特征，美感的发生、发展、性质的美学观念、思潮。一种同辩证法相对的美学思想体系。认为美、审美意识是常驻不变、孤立存在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形式的变迁；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内因，而是外力的作用；事物如果有联系也只是外部的联系，而没有内部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机械论、循环论、外因论、庸俗进化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形式主义、折中主义等。形而上学美学思想同唯心主义美学、机械唯物主义美学、二元论美学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家如柏拉图，认为美是“理念”，这种“理念”的美是绝对的、静止的、不生不灭、无增无减、无始无终的，陷入了绝对主义、神秘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家如休谟，认为美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个人的心见出不同的美，美没有质的规定性和客观标准，陷入了相对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美学家如博克等人，认为美只存在于事物外部，事物的运动是机械的、力学的运动，人只能凭感官接受事物外在的美，陷入了机械论、外因论和形式主义。二元论美学家笛卡儿等人，认为精神与物质、美和美感是相互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否定物质对精神的作用，审美意识对美的反作用，陷入了折中主义。在现代美学中，有些美学家用生物生理学的观点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美和美感，表现出庸俗进化论和形而上学的特征。形而上学美学在古代即已产生，反映了人的认识的片面性、表面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许多经验主义美学家将自然科学的原理运用于美学，使形而上学美学思想逐步形成系统，对美学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把丰富复杂的美学现象孤立化、静止化、片面化、表面化，看不到事物内部的必然的矛盾运动和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不能正确解释美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解释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美和审美意识时，往往导致历史唯心主义。❷从一种观念体系和方法论出发研究超验世界或现实世界的美的学问。一些唯心主义美学家常用“形而上学美学”一词专指唯物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它们的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是超感觉、超经验的虚构。有些现代美学家认为美是超越人的感性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直接标榜自己的美学是“形而上学美学”。此外，还有些现代美学家将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探讨美的本质的哲学美学称作“形而上学美学”或“形而上的美学”、“自上而下的美学”，以区别于通过具体事物探讨美、审美心理，然后再上升到一般的“自下而上的美学”、“形而下的美学”。


主客二元对立论美学
 （dualistic aesthetics）　以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斗争为基础的美学理论、思潮。其先河是在古代的天人对立、主客二分的思想基础上衍生而出的美学中的“模仿说”、机械反映论以及将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事物的美与审美感受作为对立双方加以考察的美学思想。17世纪法国笛卡儿提出“二元论”哲学，认为“灵魂”与“物体”、精神与物质分属两种性质不同、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平行发展的实体，主张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是审美的前提，美是客体的属性，美感是对客体美的主观感受，奠定了主客二元对立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后经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美学的引申、发展，将宇宙截然分为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本体与现象、精神与物质两个相互独立、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部分，从而将主客二元对立加以绝对化，并由此形成美在客体还是美在主体、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长期论争。以休谟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美学认为美是被心灵、主观决定的，与客体性质无关，以博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美学认为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人只能认识它而不能改变它。在近现代中外美学、文艺学中关于主观说与客观说的论争，关于美与审美孰先孰后、谁决定谁的论争，关于艺术源于生活还是源于心灵的论争，以及反映论与表现论的论争，等等，都把主体置于客体之外，把客体当作纯然客观的外在于人的并与人的精神相分立、对立的对象加以认识和思考。主客二元对立论美学的特点是只承认主客二分、一分为二、二元对立，不承认天人合一、合二为一、二元协调；只承认主客矛盾的对立性、斗争性，不承认矛盾的统一性、协和性，并且形成了思维定势、思维模式，在美学中长期处于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主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认识活动、能动创造活动的人或社会集团，客体是在主体实践活动中被认识、改造、创造的对象，二者不可分割，主体与客体有差异、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性；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美既不是纯客观地置于人之外的和既成、现成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在主客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在主体改造客体又改造自身的过程中向人生成的；主体具有能动性，在一定历史、现实条件下，主体经过实践、认识、创造，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和自己的目的改造对象，实现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本体论美学
 （ontological aesthertics）　研究美的存在最终本原、本性的美学理论。是哲学本体论在美学中的延伸。在中外美学史上有多种界说。一，客体本体论。（1）“理念”本体论。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先验的“理念”是万物的本体、本原，作为美的理念的“美本身”是美的本原、本质，是最高的美，一切现实事物的美都是对理念本体“美本身”的“回忆”和模仿。德国黑格尔认为“理念”或“绝对精神”是美的本体，事物的美是对理念的感性显现。（2）“道”本体说。中国道家认为作为客观规律的自然无为的“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美的本体、本原，是最高的“大美”。（3）“物”本体说。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宇宙、美的本体、本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是一种存在，美是存在事物关系的总和。（4）“神”本体说。中世纪神学家普洛丁认为超验的神是万物的本体和美的本原，物体美是神创造的，审美是对神的美的观照和分享。（5）“空”、“无”本体说。佛教认为世间万物和美都由“空”、“无”这种自然状态通过“元气”化生而来，无恒常不变的事物和美，人只有达到无念无欲无我的境界方能把握美。二，主体本体论。（1）“仁”本体说。孔子提出“里仁为美”，孟子提出“仁义为美”，认为“仁”是主体人所固有的本性，也是美的本原。（2）“心”本体说。明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天下无心外之物，亦无心外之美。英国休谟也认为美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心是美的本原。（3）“人”本体说。德国费尔巴哈创“人本”说，以人和人的自然本性为美的本体、本性。美国马洛斯的人本主义以人格、人的意识、情感为本，以人的自我实现为人生最高目标。三，二元论本体论。法国笛卡儿主张精神与物质是相互独立、相互并存的“有限实体”，二者都是美的本体、本原。以上诸种本体论美学学说大多从认识论出发探索美的本体、本原、本质，但大多离开人的实践，未能科学把握美的本体、本原。马克思主义美学将本体论与实践论、认识论统一起来，在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同时，强调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是美的本原，美的本体是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认识主体与创造主体相统一的人。指出人在实践中首先创造了人自身，又在实践中发现、认识、把握了美，并且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了美，美是在人的实践中向人生成的，人的实践、创造是美的最终根源，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而确立了人类、人类实践本体论，科学地揭示了美的本体、本原。


主体论美学
 （subjective aesthetics）　主张美是社会主体——人所发现、创造的美学理论。是哲学主体论在美学中的延伸，核心是探讨人在审美中的能动作用和美的发生、发展的主体根源以及美对主体的价值。有多种界说和形态。（1）“心”创造说。把主体归结为人的心灵。先秦孟轲认为与生俱来的心有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合乎主体心的才是美的。明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美是主体的心创造的，美只在人的心中。（2）“意识发现”说。英国休谟认为世界是意识的产物，美是主体意识的“特殊构造”，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3）“先验主体”说。德国康德认为人有先天的主体能动性，主体能先验地把握美。（4）“自我意识”说。法国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通过“思”、“自我意识”证明主体、我的存在。（5）“移情”说。德国里普斯认为美是主体把情感移置、外化于外物的结果。以上主体论美学学说强调主体能动性在发现、创造美中的决定作用，但把主体归结为人的先验的心灵或绝对精神，把主体能动性加以孤立化、绝对化，并且只强调人是认识主体而忽视了人是实践主体。


认识论美学
 （epistemological aesthetics）　把美学置于哲学认识论框架内，或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的美学理论。把美和美感分别看成认识的对象和认识主体的感受、经验，着重研究美的认识根源、特征等。是认识论哲学在美学中的延伸。其核心是研究人的认识在美的发生、发展、创造中的作用。有多种学说。（1）“本心之知”说。中国孟轲认为人有“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王阳明倡“本心之知”，都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和认识是人脑对世界的反映，主张美是心灵本有的产物。（2）“理念回忆”说。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认识是对先验“理念”的回忆，美是对理念世界“美本身”的回忆和模仿。（3）“模仿”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审美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美的认识、反映，艺术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4）“不可知”说。英国休谟、德国康德等人否认客观世界的美的实在性、可知性，或把人的认识限于对事物现象和美的形式的认识。（5）“感觉”说。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强调感觉、想象、“内在感官”在审美认识中的决定作用。（6）“理性”说。大陆理性主义美学强调理性、理智、逻辑分析对于审美认识的决定意义。这些理论大多看不到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忽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并且往往把美看成是现成、既成的认识对象，具有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或形而上学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反映论，但它把认识论与实践论结合起来，把实践当作认识的根源、动力、目的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为客观世界、事物的美和人在实践中对它的认识都是历史地发展的，人在审美实践中不仅认识对象的美，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而且还要由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实践，并能动创造。美不仅是人的认识对象，也是人在实践中创造的产物。美不是先验的，现成、既成的，而是在人的实践、认识、创造中向人生成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现代美学中，对认识论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有的认为美是人创造的，不是认识的结果，否认认识论、反映论；有的更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在审美认知和美的创造中的作用；有的主张把科学认识方法与科学实验手段相结合，用以丰富、发展认识论美学。


创造论美学
 （creative aesthetics）　研究审美创造和主张美是人实践创造成果的美学理论。是社会创造论、科学创造论、艺术创造论在美学中的延伸和表现。中国南朝梁刘勰的“通变”说、“奇正”说，唐韩愈的“陈言务去”、“新变”说，明袁宏道的“性灵”说，清李渔的“脱窠臼”说等，都主张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超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张在对现实事物的模仿中进行创造。英国休谟认为美是人的心灵“见出”的，当心灵把握和渲染事物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创造”。德国黑格尔认为美是人的“生气灌注”的结果，当人根据理想对现实加以改变，在对象中“复现自己”，其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创造”。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劳动创造了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的劳动实践首先创造了人自身，同时也造就了人的审美需要和审美创造美的能力；美的创造是人所特有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其源泉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其动力则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是客观现实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无论是艺术美还是自然美、社会美都不是置于人之外的“自在之物”，都不是先验地既成、现成的，而是人在实践中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而自觉自由地创造的结果。现代创造论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审美创造问题，论及审美创造的动因、性质、特征、形态等。认为审美创造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具有主体目的性、实践性、继承性、能动性、创新性、超常性等特点。审美创造的形态有审美意象的创造，物态化美的形象的创造，艺术立意、构思、方法、手法的创造和美学理论、方法、体系的创造等。按创造进程有渐进性创造和激进性创造。按创造程度有原创性创造与再造性创造、局部性创造与整体性创造。按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个体性创造、群体性创造、自主性创造、模仿性创造、移植性创造和在对传统的继承、革新、扬弃中创造等。


实践美学
 （practical aesthetics）　亦称“实践观点的美学”。当代中国美学派别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探讨美学基本问题。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黑格尔已经开始提出以实践的观点来看待美和艺术，认为人通过实践改变客观现实，然后使自我在自己创造的外在事物中复现出来，这就是美和艺术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吸收、改造了黑格尔的实践观，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历史和人自身，也创造了美和审美的感觉。20世纪50—60年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美学家针对“美是主观”说、“美在事物自然属性”说和“美在主客观统一”说，运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的观点，阐发了实践美学的理论。80年代后，在中国又有了很大发展。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泽厚、蒋孔阳、周来祥等。他们的具体观点各有不同，但一致主张应从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创造的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中来探讨美的本质和美感的性质以及艺术的特征。认为人通过实践认识、改造了自然，使自然人化，使人的本质对象化，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自然才向人生成，自然才美，并具有客观社会性，美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人通过实践才使人成为审美的主体，形成审美意识，具有审美、创造美的能力，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使审美意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人在实践中认识、改造对象后，使对象确证、肯定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才能获得美感，并根据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发展美和艺术；实践是真、善、美相统一的基础，人在实践中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才使美的内容具有客观的社会的性质，成为现实、对象对实践的肯定，使美的形式成为肯定实践的自由的形式；实践的特定社会历史内容制约着美、丑、崇高等的客观社会性内容，实践是检验美感、审美意识、美的创造的真实性、真理性、丰富性的尺度。80年代后实践美学向心理学美学、艺术美学、社会学美学等方面拓展。美学界对它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的一个派别，甚至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同义语；有的认为它将美学、美、审美意识简单化，忽视了主体间性；还有的认为它否定美的客观的自然性，过于强调精神主体性。90年代后出现的“后实践美学”对它进行多方面批评，激起争论。后又出现“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等。


实践观点的美学
 （practical aesthetics）　即“实践美学”。


后实践美学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主张以生命论、超越论、生存论美学来取代实践美学的美学观点和学派。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现于中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春时、潘知常、张弘等。认为实践美学以实践为本体，只重视审美实践活动的物质性、现实性、必然性、群体性和理性，忽视了它的特殊性，混淆了审美实践活动与一般实践活动的区别，导致理性遮蔽感性，群体性压制个体性，历史必然性取代偶然性；人的自由的完全实现不但依靠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更依靠人的理想性、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和人的自由的审美活动，而人的审美活动是最高的生存方式和超越性的解释方式，既有物质性、现实性、必然性、理性和群体性的一面，又有精神性、理想性、超越性、自由性、偶然性、感性、个体性的一面，是这些方面的统一体；不同意以实践为美学的哲学基础，主张以“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生存美学”来取代“实践美学”，以“超越”、“生命”、“生存”作为美学的逻辑起点，以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作为美学的核心概念；提出以主体与主体的相互共存、相互作用、相互协同的“主体间性”替代实践美学强调的体现“现代性”的“主体性”，并由此展开对审美活动全部内容的阐释，实现美学的后现代转向。后实践美学出现后引起了与实践美学的争论。有的认为此说虽然尚未建构完整的理论系统和形成新的统一的美学流派，但有助于促使实践美学对自身的反思和完善，有助于激发起重新建构中国当代美学的热情；有的认为它曲解了实践美学的基本内涵，实践美学从未忽视人的自由生命活动和审美实践的特殊性，而是在强调审美实践的现实性、必然性、群体性、理性的同时，也肯定了它的理想性、自由性、创造性、超越性和个体性。


新实践美学
 （neo-practical aesthetics）　21世纪以来从实践美学学派内涌现的试图在反思实践美学局限性基础上发展实践美学的学派。以区别于20世纪50—60年代诞生的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传统实践美学。主要代表有邓晓芒、易中天、朱立元、张玉能等。2002年，易中天撰文《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主张用“新实践美学”代替“旧实践美学”。邓晓芒发表《什么是新实践美学》，认为新实践美学坚持美是人对自身的确证，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2007年张玉能出版《新实践美学论》，认为新实践美学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对于实践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原文作了重新界定，提出实践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2）对于实践的结构、过程、类型、功能、双向对象化等与审美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对于实践美学的美论和审美本质论进行了新的开掘；（3）对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命题作了新的阐发；（4）以实践的创造性自由为中心，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实践美学美学范畴体系；（5）提出实践美学是人生论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的统一；（6）提出实践美学涵盖着生态美学；（7）揭示了实践美学与现代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同步发展，并以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回答了后实践美学的质疑，如关于美和审美的不确定性、差异性、超越性、普遍性、现代性等；（8）论述了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论述美和审美与人的审美需要、人的本质、人的社会性的价值关系。朱立元则主张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现成论的思维方式，从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走向生成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2007年以这一思想修订出版了我国高校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美学》，2008年主编出版了“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其中他本人的专著《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包含着现代存在论思想的维度，两者共同构成了美学的哲学基础；美学是一门以审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科；人的审美活动是基本的人生实践之一和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具有能动创造的超越性、自由性、应然性，是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以及审美中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都不是先验的现成存在，而是在建构审美关系的审美活动中同时现实地生成的；审美活动、审美关系在逻辑上先于美而存在；从历史看，美在人长期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中逐渐地、范围越来越广地向人生成，同时，人的审美感觉也历史地生成，所获得的审美经验也日益丰富。新实践美学是在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在维护和坚持实践美学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力图改造、发展实践美学的一种努力，它对于探讨美学的哲学基础、实践根源，对于克服认识论美学的主客二分和现成论等局限性，把握美和美感的生成、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文精神
 （humanism）　肯定人的价值、尊严、潜力，关注人性全面发展，提升社会文化内涵的思想、精神。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形态，也是贯穿于美学的核心思想，美学研究的对象和价值目标。中国古代美学所注重的人与自然、社会契合和谐的人生境界，表现出的爱美求真向善的精神追求，古希腊美学所关注的科学精神、效用精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中国“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等，都是人文精神在不同时期的表现。20世纪中叶以后，国外人文学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鉴于商业主义、拜金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导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强烈反差，倡导审美文化，重建人文精神。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人文精神“失落”和恢复、重建人文精神的命题。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一切都以人为主体、为对象、为动力、为目标，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和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它既体现了人的发展与自然、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思想，又显现于人的创造性的实践行为和人所创造的具有思想价值、审美价值的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尤其是文学艺术之中。对于人文精神的内涵，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其基本内涵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延伸；有的认为其核心就是科学精神、道德精神；有的认为它是在继承中外人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形成的新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文关怀
 （humanistic concern）　对人从宏扬人文精神角度的关注、关切和关怀。参见“人文精神”。


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推崇科学、技术、工具对社会、文化、艺术的推动作用而忽视人文内涵的思想、理念。与人文理性、价值理性相对应。是启蒙现代性的重要方面。20世纪初，美国杜威首倡“工具主义”。20世纪中叶在欧美盛行“科学技术决定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率先提出“工具理性”命题，并对之进行了批判。霍克海默尔认为工具理性支配了思想、文化，现代精英文化正逐步衰退，大众文化越来越商业化、技术化，严重限制了人的思想、想象力和审美选择自由。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科技理性沦为工具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使科技由解放人的工具转化为统治社会、控制文化和奴役人的工具；把人视为工具，压抑人文精神，导致人丧失主体性，成为工具的奴隶，判断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自由精神逐步退化，乃至人性异化和人的自我毁灭。他们都把工具理性视为科学理性的异化，是对人文精神、创造精神和美的压抑。在当代中国，人们常把片面强调科技的工具作用，忽视人文理性，将科技理性绝对化，或片面追求文化、艺术的商业效益、工具价值和片面强调文学艺术中技术、技巧的作用而忽视人文精神、审美价值、社会效益的倾向称作“工具理性”。


泛美学化
 （aestheticization）　亦称“泛美学主义”、“泛审美化”。在消费社会中对日常生活、商业活动任意贴上“美学”标签的倾向。20世纪末，美国弗里德里希·詹姆斯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中出现了把装饰的时尚的“美”融合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使高级审美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泛美学主义”的倾向。德国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认为，当代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任意用审美因素装扮现实的泛审美化、装饰化、时尚化的倾向，美学成了粉饰现实、提高商品身价、造就时尚的道具。21世纪初，我国美学界对泛美学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讨论。有的主张“日常生活审美化”，认为当代社会已进入电子传媒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事事处处都有美，都已审美化，大众文化也已审美化，传统美学已无法解释新的生活，美学应当以当代大众现实审美活动为起点和归宿。有的认为在当代社会，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已经模糊，艺术已经“死了”，非艺术的日常物品也已审美化了。有的认为“日常生活”应指人的全部生存活动、人生实践，它并没有也不可能都“审美化”，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也不可能泯灭，将美学泛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说，是一种唯美的装饰设计意识的强化，是享乐主义、感觉至上的价值体现，是以物欲为内核的消费逻辑和只向富人敞开的趣味霸权，只会导致美学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漠视，使美学走向反美学，至于将日常生活中一些具体现象、物品、商品都任意贴上“美学”标签，则更是将美学庸俗化。还有的认为，面对当代社会，美学应当扩大研究范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创造，但不能将美学无限制地泛化，要坚持美学的本位、本性。


 经典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
 （Marxist aesthetics）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美、审美、美感、美的创造和发展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美学上的综合体现。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总结人类审美、创造美的历史经验，批判以往美学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继承、改造其中的合理内核，探讨美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初，列宁在直接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卢卡奇、鲁迅、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广大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思想家也在不同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区别于以往一切美学的特征。主要有：（1）认为美学及其研究的主要对象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并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展，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发展起积极的能动作用。艺术生产的发展常与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关系，但归根结底仍受一定的经济状况、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由此阐明美学、艺术同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具有科学性。（2）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美学、艺术带有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一切阶级的美学、艺术都服从本阶级的利益，都打上了本阶级的思想烙印。无产阶级的美学、艺术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为亿万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主张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美学、艺术的多样化，发挥其特殊的功能。由此阐明美学、艺术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辩证关系，具有自觉的目的性、功利性。（3）认为美与崇高等都是社会性的存在，是人类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劳动实践中创造的，是为人而存在，以人为核心、目的、动力的，具有人的社会的内容。人与客体的审美关系是以劳动实践为中介而发生的对象性关系，只有当自然在实践中被人化，人自身在实践中被对象化了，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自然和艺术才是美的，才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美和艺术乃至美学都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又反过来丰富人的生活，推动人的实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受人的实践的检验。因此，实践性和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4）认为人的审美意识是在与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审美创造的内在机制。艺术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机械的复写，而是能动的反映和积极的创造，人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创造美、发展美，使之比实际生活更美、更强烈、更集中、更有普遍性。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又一个特点。（5）认为在劳动异化的私有制社会里，剥削制度使人性、人与人关系异化，限制了美的创造与发展，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得到全面解放和人性获得自由发展，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由此阐明美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具有理想性与革命性。（6）认为美学、艺术、审美意识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民族、阶级的差异性，又有自身的继承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共同性。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美学思想、艺术、审美观念要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并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由此阐明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的辩证关系，具有继承性、创新性。（7）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滑稽、幽默、怪诞等美学范畴，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美的形态，事物的内容美与形式美，审美意识中的各种心理内容、心理形式，艺术的思维规律、创造规律、批评鉴赏规律以及美育等美学的重要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具有完整的、严密的系统性。（8）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并未终结真理，它须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广泛吸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新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同各国、各民族审美创造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完善、丰富，由此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放性、发展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与发展是美学上的伟大的革命，把美学推向了崭新的阶段。它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它是人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集体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不仅为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美学、文艺工作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和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日益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美学家、文艺家研究的对象和信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Marx）　马克思关于美、审美、美感、艺术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主要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及若干信函。他批判继承前人的美学遗产，联系人类审美实践、艺术实践，对美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主要有：（1）关于美和美的规律。马克思认为美根源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劳动实践，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人的自觉、自由的劳动、生命活动，人的劳动生产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的内在尺度去衡量改造事物，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只有通过劳动实践与客观事物建立起对象性的关系，改造对象，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客体对象之中，使客体对象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现实性的确证，成为人的创造物和“人化的自然”，才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是美产生的根源。（2）关于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美随着人类劳动实践、审美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使劳动成为异化劳动，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本质、人的本质、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劳动虽也可能创造美，但不属于劳动者所有，妨碍劳动者自觉、自由的创造，不利于美和艺术的创造、发展，如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就同艺术、诗歌等精神生产相敌对。只有依赖于现实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运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克服异化劳动，人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充分自觉自由地全面地创造美，美才能得到高度、全面的发展。（3）关于审美和审美意识。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的审美活动、审美意识必须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受一定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的制约，并随着它们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人的审美感官、意识、能力如“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都是由于对象的存在、发展才形成和发展起来，它们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另一方面，人又在实践中同发展中的现实发生联系，不断拓展、扩大审美视界。人在审美实践中创造的美及其发展制约着人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和美感的发生、发展，而人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又制约着美的创造。审美意识与存在是辩证统一关系。人的审美制约着对象对人的审美意义，如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对它也不是对象，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的景色也无动于衷。（4）关于艺术生产的特征。马克思指出，艺术劳动、艺术生产服从生产的一般规律，但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于科学理论、宗教、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为对象生产主体，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艺术不仅要反映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真实，而且要用最朴素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最现代的革命思想，将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在人们的艺术欣赏、消费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莎士比亚化，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细节和个性化去塑造形象，反对席勒式演绎抽象的方法，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5）关于艺术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艺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某些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消亡，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但艺术生产、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与物质生产、社会的一般发展具有不平衡关系，如希腊神话、史诗只有在物质生产、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但无论神话还是史诗，都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类正常而完美的童年，启迪人们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此外，马克思还对悲剧性、喜剧性等美学范畴、美育、艺术形象塑造等发表了精辟的意见。


恩格斯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Engels）　恩格斯关于美、审美、艺术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主要见于《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及若干信函。具有极其丰富的深刻的内容。（1）指出社会存在决定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包括美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又相互作用，并且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人的社会意识、审美意识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基础并不是它的唯一原因。（2）指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认为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使猿的器官变成人的器官，形成了灵活的手、发达的大脑、健全的思维能力和能交际的语言，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有了审美意识，才创造了艺术。人类最初的审美活动是和实用性劳动密切结合的，而艺术得以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也是以物质生产力发展为条件的。人类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学会对天然物的进一步加工。（3）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审美意识、艺术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认为文明时代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同时也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制约着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包括艺术和审美意识。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成为片面的畸形的人，限制了艺术的发展。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自由地从事艺术活动。（4）指出艺术具有倾向性。历史上优秀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有倾向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要表现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塑造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形象，打破对资本主义现存关系的传统幻想。但这种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主张艺术应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及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完美的融合。（5）提出了叙事性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认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环境或人物都是历史发展的，应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反对自然主义的“恶劣的个性化”和将个性消融于抽象原则中的概念化。（6）指出艺术家世界观同创作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和历史的认识，制约着作品的倾向性和艺术表现；另一方面，有些艺术家如巴尔扎克，由于世界观自身的矛盾和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使他们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对生活作出真实的表现。（7）指出文艺批评应当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起来，认为这是文艺批评中衡量作品成就的最高标准。（8）指出悲剧性、悲剧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悲剧应肯定代表历史必然要求的人物，而不应将违背历史必然要求的人物当作英雄来歌颂。


拉法格
 （Paul Lafargue，1842—1911）　法国社会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评论家。曾就学于巴黎大学医学院。1866年加入第一国际。80年代末，参与第二国际的筹建工作。在美学观、文艺观上，认为一切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环境，文学的发展、变化受到社会关系重大变革的影响，作家不可能同他的周围世界隔绝，任何文学艺术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一切文学艺术现象都是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的表现，反对超阶级、超政治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认为民歌是“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的最忠实和朴素的反映，从民歌中可以获得一般官方记载和学者著述中所忽视的富有美学意义的东西。强调艺术的时代性和独创性，认为作家只能从他那个时代里找到观点、人物、语言和表现形式，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必须能满足群众新的审美趣味，同新的思想内容密切联系。批判作为文学流派的自然主义和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认为自然主义只能描写生活的表面现象，而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学，不能正确反映生活。主要文艺论著有《雨果传说》、《左拉的〈金钱〉》、《浪漫主义的根源》等。


梅林
 （Franz Mehring，1846—1919）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之一，早期马克思主义政论家、文艺理论家。曾就学于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哲学上，反对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美学和文艺理论上，主张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评析文艺现象，认为各民族的文艺创造归根结蒂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发展，评价作家、文艺潮流要看其在民族、时代的阶级斗争中处于什么地位。认为资产阶级歪曲文艺遗产，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世界文学遗产的真正继承人。主张现实主义，抨击“纯艺术”的口号。认为艺术上的自然主义、现代主义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是对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抗议，但是看不到出路。无产阶级的艺术应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不仅要看到今天的苦难、挫折，还要看到明天的胜利、欢乐，深信能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传》（1918）、《莱辛传奇》（1893）、《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美学简介》等。


列宁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Lenin）　列宁关于美学、艺术等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其著作和书信。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科学地阐明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及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观点和范畴。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能动的、辩证的反映，辩证法的核心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指出这是认识真理和客观实在的唯一正确途径。艺术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和公式，而是应该用具体感性的、富有审美意义的形象来真实反映生活，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既作用于人的理智，也作用于人的感情。还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相统一的原理。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在《打着别人的旗帜》等著作中，认为科学的方法应从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出发，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的哪一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象包括文艺现象、审美现象的历史方法。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评论托尔斯泰的七篇文章中，把托尔斯泰放在特定时代、阶级、环境中进行分析，指出托尔斯泰的思想及其矛盾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和缺陷，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其艺术独创性在于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学说中，有充沛的热情和说服力，具有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了文学等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和“党的出版物”的口号。指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党的出版物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从群众生活中吸取材料并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必须绝对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思想、幻想、形式、内容的广阔天地，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性质、特征、任务和功能。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等著作中提出了两种文化的学说，认为每一个现代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与资产阶级的文化，为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青年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等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以往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加以发展，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等论著中论述了艺术典型的个别和一般、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在许多著作包括大量的书信中，还论述了艺术和审美感受的真实性问题。


斯大林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Stalin）　斯大林关于美、艺术等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其著述及书信中。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产生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该经济基础改变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强调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文艺要“写真实”，要求作家担负起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主张用竞赛的方法，用创造真正有意义的苏维埃性质的文艺作品驱逐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作品。认为作品的价值由它的总倾向决定，文艺批评应根据总倾向来判断其价值。在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认为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但在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有冲突，新内容要找新形式来表现。提出“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口号，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应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他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过于简单化，导致了苏联美学和文艺理论一度走向庸俗社会学，而他片面强调斗争，更是造成了严重后果。


毛泽东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关于美、文艺等问题的论述。主要见于《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它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特点是实践性、阶级性、斗争性、功利性和辩证性。认为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社会实践，并反作用于实践。实践决定着其他一切活动，包括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革命文艺与古代文艺及外国文艺的辩证关系等问题。（1）指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的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生活不等于艺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2）认为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美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3）认为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一切文学艺术都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不存在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在整个革命事业中，文艺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能给政治以巨大影响。由此，在革命文艺中能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4）主张文艺为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认为文艺家为群众服务就要了解群众，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才有可能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艺作品，使人民惊醒、感奋起来，借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5）主张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相统一。认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普及是提高的基础，提高是普及的指导；两者的前提都是满足群众和革命的需要。（6）在艺术的创作方法上，主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艺术创作要以现实为基础，以理想为主导，将革命理想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真实地反映发展中的现实。（7）在继承与革新上，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主张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认为有无继承和借鉴，会使文艺创作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继承和借鉴是为了“推陈出新”，进行新的创造。认为只有批判地继承中外遗产，才能形成文学艺术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才能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8）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还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最重要的两条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用以规范文艺和科学的发展方向。（9）在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和文艺批评标准上，主张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在于考察文艺作品政治上的得失，对于艺术性高而政治上反动的作品愈应加以排斥。（10）在艺术家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主张艺术家要正确认识客观、反映客观，就要改造主观，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解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问题，最重要的是立场和思想感情的转变，主张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和学习群众的办法来解决。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审美中的“共同美”问题，文艺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


邓小平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Deng Xiaoping）　邓小平关于文艺和美的创造、发展的论述。主要见于《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著作。（1）关于文艺的性质、地位、方向、功能、目标。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同物质文明是协调发展的关系；文艺的地位不是从属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和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但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脱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政治”；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的功能是发挥“认识”作用、“启迪”作用和“审美”作用、“娱乐”作用，给人以“美的享受”；文艺的目标是造就亿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关于美和艺术美的创造。认为爱美是人的天性，“大家都是愿意美的”。指出对于观赏性的艺术，主要看其审美价值，对于实用性的艺术应当将审美价值与经济、实用价值统一起来。要求文艺创作“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努力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指出艺术生产、流通中的价值实现形式应是在首先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3）关于文艺家的地位、职责和创作道路。指出文艺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文艺创作是特殊的“精神劳动”，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文艺作品是特殊的“精神产品”、“精神食粮”，文艺家应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因此文艺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要长期地深入生活，加强“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生活是“艺术生命”的源泉。（4）关于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指出我国古代和外国文艺中一切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有批判有选择地借鉴并加以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艺术形式。（5）关于形象塑造。既指出要努力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新人形象，又指出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得到反映，并且要敢于创新，实现题材、主题、形象、形式、风格、手法的多样化。（6）关于文艺批评、鉴赏。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和推动艺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应坚持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作品的思想成就与艺术成就应当由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定。


异化劳动
 （alienation of labor）　德文die Entfremdete Arbeif的意译。亦译“疏远化劳动”、“外化劳动”、“劳动异化”。指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里，劳动及其成果成了劳动者的异己的、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立的力量。语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后来在他的《资本论》中也有论及。“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alienatio，含疏远、转化、脱离等意思。到18世纪，异化（Entfremdung）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主体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黑格尔用以说明“绝对观念”从逻辑阶段发展到自然阶段，把自身“异化”为自然，“外化”到外部物质世界中去，然后又回复到自身，使自然成为束缚“绝对精神”，同自己的本性相反的物质自然。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异化改成人自己的异化，认为人在幻想中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并对之顶礼膜拜，神是人的异化。要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必须消除人的这种自我异化。马克思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将之改造成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论证共产主义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它有四个“规定性”：（1）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产品异化。劳动成果应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生产了美、智慧、珍品，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却赤贫，劳动产品成为劳动者的异己的对立物和统治者。（2）劳动的异化。劳动原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对于劳动者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和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3）人的本质的异化。当劳动不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自由的劳动，而仅仅是人维持其肉体生存的手段和唯一的终极目的时，人也变得畸形、愚钝，失去了人的价值、尊严，使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4）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劳动生产了占有劳动、劳动产品和支配劳动者的剥削者，人与人的自由关系转变成剥削压迫的关系，形成劳动者同不从事劳动而占有劳动的剥削者的对立。剥削者也因堕落为财富的奴隶而失去人的本质，站在异化的另一端。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被苏联、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美学家引申到美学研究中。认为异化劳动与自由劳动相对立，自由劳动是自觉、自由地按照任何物种尺度和自己内在尺度以及美的规律进行能动创造的劳动，是在劳动产品中充分地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了美和艺术，也铸造、发展了人的审美、创造美的需要和能力，而异化劳动从其社会根源和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整体上看，则不利于或阻碍了美和艺术的创造，使人的本质力量不能在劳动和劳动产品中充分体现出来，并且使劳动产品及其美不能被劳动者所占有和支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劳动者个体来看，异化劳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美和艺术：（1）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艺术遗产和各种美的产品，大多是在私有制社会异化劳动条件下产生的，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也创造了美和艺术。（2）异化劳动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不是全然的而是相对的，它仍然是人类的劳动；异化劳动过程也是对象化过程，体现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具体目的和劳动者的聪明智慧。（3）异化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分工既不利于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又在不同历史阶段起了不同的进步作用，在分工基础上的异化劳动也可以体现劳动者的思想、情感，促进了美和艺术的创造。（4）异化劳动与自由劳动既对立，又交错在一起。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为了生存和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也会倾注自己的才能，创造出美和艺术。（5）异化劳动激起劳动者的反抗，使劳动者通过美和艺术的创造表现他们的抗争和理想，促进了美和艺术的发展。对于异化劳动与审美创造鉴赏的关系，美学界有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使人丧失其本质，也丧失了审美创造的机能，不能创造美。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因为异化是相对的；异化中包含着对象化，而对象化是劳动的特质；由异化而产生的人的阶级属性是相对的，不同阶级处于同一共同体中，人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共同性。


疏远化劳动
 　“异化劳动”的另一译名。见何思敬译中文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参见“异化劳动”。


对象化
 （objectification）　德文Vergegenständlichung的意译。亦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的对象化”。指人在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于客体对象，在对象中实现、肯定自己，使对象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原是黑格尔用语，指“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外化为自然，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客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赋予它新的涵义。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指人类生产活动、人类劳动的一般特征，即人以劳动实践为中介而与客体自然建立起对象性关系，主体在劳动和劳动产品中凝结着自己的目的、思想、情感、能力，使对象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对象化对主体来说，是人的本质的外在化、物质化、客体化；对客体来说，是对象的主体化、人化、社会化。人是客体的对象，客体又是人的对象。人自身对象化，对象又主体化，从而使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达到了和谐统一。马克思正是在这对象化关系中，找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劳动。马克思认为，对象化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劳动实践中实现的，所以自觉自由的劳动才创造了美。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被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许多美学家引申到美学研究中，用以论证美、审美、美感及美的创造、发展的实质。认为美离不开人和人的社会实践，是人在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的产物，只有当事物人化了，成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对象展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体现、肯定了人的思想、情感、性格、品质、智慧、才能，对象对人才是美的，才唤起人的美感，所以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审美和美的创造、发展则是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将自己的本质凝结、体现于对象，使对象的感性形象确证自己的不断发展的本质力量的过程。对于对象化与美、审美的关系，美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对象化是美的本质和审美、美感的实质之所在，一切美和审美创造、美感都根源于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有的认为社会美、艺术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自然美则根源于事物客观的自然属性，未经对象化也依然是美的；有的认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对象的主观化或主观的对象化，对象化产生美即主观决定美。


人化的自然
 （humanized nature）　德文vermenschlichte Natur的意译。亦称“自然的人化”。指人在实践中改造过的体现了人的社会内容，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客体自然。原是黑格尔用语，指绝对精神外化于自然，赋予自然以人的生命。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之改造为人与自然之间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指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活动的关系。即人在与自然的联系中相互作用，互为对象；有了相应对象的存在，人才产生相应的感觉；人改造自然，赋予自然以社会的人的内容，使自然人化，打上人的印记，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自然才成为人的对象。人化的自然即主体化、社会化的自然，是人的生产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特征。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直观的、感性的，只能从事目的在于满足本身直接生存需要的活动；人的生产活动则是自觉的、能动的，不仅能进行物质方面的生产，还能进行精神方面的生产，因此人的活动在不可比拟的程度上高于动物。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人化的自然”建立在人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所达到的人与自然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不但创造着物质生活资料，也创造着精神生活资料，创造着美。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物质方面的生产，也按照美的规律从事精神方面的生产，艺术生产更属美的集中创造。人改造环境，环境也改造人。人美化自然，自然也美化人。随着人的社会实践领域的日益扩展、实践水平的日益提高，人的审美领域、能力也在扩展和提高。马克思这一观点被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许多美学家引申到美学研究中，用以论证美的本质和审美、美感的实质。认为“人化的自然”揭示了美的本质和根源。客观自然物虽然具备着自然的物质的审美属性，但它必须在人的实践中同人发生审美关系，被人认识、改造，赋予了人的社会性的内容，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成了人化的自然，才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才可能是美的。人化的自然是自然的美向人生成的先决条件。自在的自然只是物理、化学、生物体的自然，对人无美感可言，只有自然在人的实践中同人发生审美关系，被人认识、改造以后，成了人化的自然，使人从中发现、肯定了自己的本质力量，这种自然才具有人的内容，才唤起人的美感。对于人化的自然同美、审美、美感的关系，美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人化的“自然”不仅指自然界的物体，也包括社会物，只有这些自然被人化，它才是美的，才唤起人的美感，艺术创造过程也是自然人化的过程。有的认为被人的实践直接改造的自然才是人化的自然，才是美和美感的根源，而未经人直接改造的自然物，它的美在于自然属性，而不在于自然的人化。有的认为人化的自然即主观化了的自然，自然的美被人的主观决定。


自然的人化
 　即“人化的自然”。


美的规律
 （law of beauty）　德文Gesetz der schönheit的意译。语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批评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混淆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原意是论证人类劳动的根本特征，指出人类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的，美的规律是人类自觉、自由的劳动和创造的客观规律、法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许多美学家将“美的规律”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引申到美学中，用以论证美的本质，美的发生、发展、创造的规律和审美规律、艺术规律。一般认为：（1）美的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法则，是人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的规律。它在人类的劳动实践，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中被人发现、把握，随着人类的劳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人类在实践中开始同现实发生审美关系，在劳动中发现、创造出美时，就开始非自觉地朦胧地把握了某些美的规律；当人类实践发展到自觉的新阶段时，人类把握的美的规律也愈来愈丰富化。（2）美的规律的实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于人的实践符合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人自身实践的目的性。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就是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标准、法则和自己内在的尺度、目的、规律进行创造，创造的结果就是美和艺术。（3）美的规律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所把握的规律，体现了人的实践的自觉目的性和认识了规律以后所获得的自由。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是人类劳动实践、审美实践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人类实践的自由和自觉，使人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和自己的目的、需要自由地改造事物，创造美，使事物打上人的印记，使人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着自身，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美的规律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规律。（4）美的规律是人对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理论概括，但它需在人类“建造”中加以展现，具体体现于人所发现、创造的感性的具有审美特性的物质形式和形象之中，尤其是集中体现于艺术创造之中，它是人在自觉、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中塑造美的形象的规律。“美的规律”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基本规律，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能动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人类自觉、自由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客观法则，也是美的创造、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人只有把握、遵循美的规律，才能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和自己的目的去认识美，创造美，发展美。对于美的规律，美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有：（1）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美的规律是客观的法则，事物符合美的规律才美，因此美是客观的，美的规律即美的本质；（2）美的规律包含着人所把握的客观事物的规律和人的主观精神、主观创造的规律，因此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在实践中辩证统一的规律；（3）人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物体，同人类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到处运用自己内在尺度到对象上去是一致的，都体现了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美的规律是人在实践中使客观必然性、合规律性同人类的内在目的性达到和谐统一的规律；（4）美的规律是多元的，既包含着美的本质，美的发生、发展、创造的规律，又包含着审美、艺术的规律，是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个别规律的统一。


尺度
 （measure）　德文maß的意译。衡量事物性质、特征、度量的标准、规范。中国古代，尺度有两义，一为计量度量的定制，如唐白居易《大巧若拙赋》：“嘉其尺度有则，绳墨无挠”；二为标准，如唐罗隐《重过三衢哭孙员外》：“不唯济物工夫大，长忆容才尺度宽。”两义均含有衡量事物性质、特征和衡量事物美的标准的内涵。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提出“尺度”并将之视为衡量美的标准、规范的是古希腊柏拉图。指出一切良好的是美的，而美就是没有失去尺度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客观事物各部分的安排、体积的大小，零散因素的结合所形成的整一性、清晰度等视为美的尺度，认为这种尺度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古罗马奥古斯丁认为最合乎尺度的美是神创造的，神的美是最高的衡量一切美的尺度。法国笛卡儿则以二元论解释尺度，一方面他把事物各部分之间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视为美的客观尺度，另一方面又认为美是主观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人们的主观判断不同，所以美和愉快没有确定的尺度。以上诸说都将尺度同美、审美、美的创造及美的形象、形式联系起来，视为美的规范、法则和审美的准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沿用了“尺度”的概念，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原意是指人的劳动与动物劳动的根本区别，并通过尺度来说明美的规律。他将尺度分为三种。（1）“种的尺度”，指某类物种自身所固有的单一尺度，如蜜蜂造窝、蜘蛛织网都只能按照其物种遗传获得的本能这唯一的尺度。（2）“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指人在长期生产实践、审美实践和美的创造中所认识、遵循的大千世界各种客观事物的尺度、标准和规律。它既是事物客观存在的尺度、规律，又是被人所把握的尺度、规律。由于人在实践中把握了任何物种的尺度、特征和规律，并且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所以人的生产劳动、美的创造是全面的、多样的、自觉自由的，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事物及其美。（3）“内在的尺度”，指人自身的尺度，是人在实践中对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客观事物规律性和对人自身规律性的把握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尺度，包括人的思想、情感、目的、愿望、能力和评判事物、衡量自己的标准以及生产劳动、审美、创造美中所把握、遵循的法则、规律。人衡量、改造事物，创造美，既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规律，又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人的本质、人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事物，按照客体规律性和主体目的性去自觉、自由地改造客观，创造美。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按照“内在的尺度”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认识和按照人内在的尺度去观察、衡量事物，才能把握大千世界任何物种的尺度，把握客观规律；只有在实践中把握任何物种的尺度，人才能通过内省、反思激起自我意识、认识自己和人类的本性，从而把握自己内在的尺度；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合规律、合目的地进行能动创造，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发展美。我国现代美学界对“尺度”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有：（1）认为尺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由于人也是物种之一，而物种的特征只有外表的与内在的差别而无别的差别，故“种的尺度”、“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没有什么区别。（2）认为“种的尺度”、“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是客观的标准，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内在的尺度”是人的主观目的性，人的标准，因此三者的统一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结果便是美。（3）认为尺度既是标准，又是法则、规律，“种的尺度”是某一事物自身的尺度、规律，“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是人所把握的各种事物的标准、规律，而“内在的尺度”则是人的尺度，是主体的本质、特征、规律，它们相互统一才能创造美。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measure of each species）　德文dem maß jeder species的意译。马克思用语。指人在实践中所把握的各种客观事物的尺度、标准和规律。见“尺度”。


内在的尺度
 （immanent measure）　德文immanente maß的意译。马克思用语。指人在实践中把握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同时对人自身内在规律性的把握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自身的尺度、标准。见“尺度”。


物化
 （objectification）　德文Vergegenständlichung的意译。亦译“客体化”。❶劳动转化为产品的过程。语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劳动的物化是劳动目的、劳动者本质力量体现于外在的物质产品之中的过程，亦即劳动由主体到客体的转化，其中包含着劳动的对象化，在劳动和劳动产品中凝结了劳动者的目的、智慧、才能，体现了劳动者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商品价值时也使用过这个术语。❷亦称“物态化”、“外在化”。指人在实践中将思想观念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现实存在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常将“物化”与“物态化”、“外在化”通用，指主体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形态的东西。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将这一哲学概念引申到美学、艺术研究中，认为创造美的事物和艺术形象的过程，是将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感受、体验、想象、思想、情感、判断、评价以及形成的审美意象，通过语言、线条、色彩、造型、音响、身段、木石等物质媒介加以物态化，从而创造美的形象、意境。物化的前提是化物，认识事物的审美特性，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形成创造的动机并掌握一定的物质手段和技巧，然后再物化，转化为具体感性的形象。它是审美创造、艺术创造第三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对审美意象进行筛选、集中、概括、加工、提炼和加以表现、传达的过程，是审美意识、心理的外在化、物质化、客观化。


自由的形式
 （free form）　对于美和美的形式的一种哲学概括。有广狭二义：广义指肯定人的实践和自由本质的形式，即美；狭义指人自由创造的美的意识形式，即艺术或具体事物的美的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类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并且在这种自由的活动中实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创造出美的形式，从而与动物的活动相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我国现代美学界根据这一论述引出“自由的形式”这一概念，并作出不同的解释：（1）认为人的劳动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具有自己内在尺度的活动，能够依照客体规律和自己的目的来进行自由的创造，使客观世界得到改造以满足人的需要，并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这一被改造了的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形式便是美，便是自由的形式。（2）认为美诞生于人的实践同现实的相互作用与统一中。一方面，客体被人化、主体化，对人有利有益，具有社会功利性质，构成美的内容；另一方面，主体通过实践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中，又表现为感性、具体的形式，构成美的形式。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是辩证的统一，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美的内容，自由的形式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3）认为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是最能体现人的自由的本质，最富有创造性的自由的形式。它们都肯定了自由的形式是人在实践中认识、创造的确证人的自由本质的形式，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是能激发人的自由意志和唤起人的美感的形式。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the artistic-way of grasping the world）　艺术掌握、表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特殊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历史学等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在实践中通过抽象思维把世界作为“整体”加以认识，“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在本质上主要是一种形象思维、艺术思维活动，其特征是不脱离具体、感性的形象，是想象的、幻想的、情感的、审美的、个性化的，将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维活动。其手段是对现实生活经过集中、概括、加工、提炼、虚构、夸张、变形，在再现客体世界的过程中表现主体的思想、情感，是再现与表现、认识与创造的统一。其结果和产品不是抽象的概念、原理，而是将客体世界与主体思想、情感相融合的具有审美特性的审美意象和具体可感的能唤起人美感的艺术形象。其功能是在发挥审美作用的过程中发挥认识、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马克思将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与其他方式加以区别，科学地揭示了艺术作为特殊社会意识形式的本质、特征和特殊的功能以及审美、艺术的特殊规律。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一定时期艺术生产发展状态、程度同该时期物质生产发展状态、程度之间存在的非正比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指出艺术“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古希腊神话，只能产生于物质生产的不发达阶段，而当物质生产、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以后，这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以后，其艺术繁荣期与物质生产繁荣期也并非都成正比，甚至还出现某些艺术生产的衰落；即使在同一时期，物质生产发达的国家，其艺术生产并非都比物质生产相对落后的国家繁荣。马克思指出：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之所以产生这些不平衡关系，是因为艺术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艺术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特殊的精神生产，是人的能动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它除受物质生产、经济基础的制约，受到无数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等各种影响外，还受到上层建筑中的政治、道德、法律、宗教、哲学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要受到文化历史传统、艺术传统、社会思潮、美学思潮以及艺术消费的影响，所以这种“不平衡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关系。马克思提出的“不平衡关系”说，对于克服艺术发展中的“物质生产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对于把握艺术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对于科学地把握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掌握艺术生产规律、艺术创作规律以及艺术审美规律，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艺术生产
 （artistic production）　人类创造艺术产品的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后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导言”、“序言”和《剩余价值论》等著作中，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艺术生产与生产人自身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艺术生产的本质、特征、功能和发展规律。指出艺术生产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以形象的、想象的、情感的、审美的方式再现客体世界，表现主体思想、情感的精神生产，其产品是具有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的艺术作品。它既受精神生产普遍规律的制约，又受物质生产规律的支配，并随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艺术生产又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特殊的精神生产，它不仅影响其他的精神生产，而且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它的发展和一定的繁荣时期与物质生产的一般发展存在着不平衡关系。艺术生产的目的是艺术消费，艺术消费又刺激、引导了艺术生产，两者互为前提、互为手段、相互促进。马克思还特别指出，艺术生产是人的生产，是为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人通过艺术生产实践和对艺术产品的鉴赏，提高了人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在艺术生产和艺术鉴赏中生产了能够创造美、欣赏美的人自身，既为艺术生产创造了富有创造力的主体，更使人由物质的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审美的人。


艺术生产主体
 （subject of artistic production）　人在创造艺术产品的同时生产、造就了能够创造、欣赏艺术的人自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艺术以其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在创造艺术产品的过程中，既锻炼了人们把握世界的思维能力和艺术表现世界、表现人自身的创造能力，又以其形象的、想象的、情感的、审美的特殊艺术产品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对象；既使人们在艺术鉴赏中受到思想的启迪、情感的感染和得到美的享受，又提高了鉴赏者认识世界和审美创造美的能力，造就了能够欣赏美和艺术的人，从而在艺术创造、艺术生产和艺术鉴赏中发展了人自身，使人由自然的物质的人变成社会的审美的人。马克思此说揭示了艺术生产中主体生产对象和对象生产主体的互动性、同步性，赋予了艺术生产对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双重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私有制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而且只有得到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够占有它们，即把它们变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艺术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发生了异化，旧式分工的束缚使人的生命活动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阻碍了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人要获得全面发展，必须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人的生命活动、审美创造美的活动才是真正自由的活动，人的德智体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群体的全面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莎士比亚化
 （Shakespearization）　马克思用语。与“席勒式”相对。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批评拉萨尔写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里人物性格“被写得太抽象了”，指出“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他的作品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人物形象性格鲜明，情节生动丰富。马克思提出“莎士比亚化”，主要指学习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使思想倾向通过情节和场面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以“说教”和抽象概念的形式直接说出来；同时指尽量描绘出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在这背景中塑造出性格鲜明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通过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来体现出时代精神，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


席勒式
 （Schillerian style）　马克思用语。与“莎士比亚化”相对。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批评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里人物性格“被写得太抽象了”，“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德国作家席勒的剧作以鲜明的政治倾向控诉了封建贵族的等级制度，感情饱满地描写了人民争取自由和德国统一的斗争，但常通过人物的口直接说出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马克思说的“席勒式”，不是对席勒剧作作全面评价和否定，也不是否定文艺创作的倾向性，而是用以比喻文艺创作中游离具体形象、场面，用抽象概念直接宣传某种社会观念、政治主张，即“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损害艺术形象的丰富性、生动性，损害作品的审美价值的不良倾向。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typical characters under typical circumstances）　现实主义叙事性文艺作品中典型形象与典型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1888年4月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提出。认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指出英国作家哈克奈斯在小说《城市姑娘》里把伦敦东头的工人写成麻木的“消极群众的形象”，这样的描写如果就19世纪初工人状况而言是“够典型的”，但就《城市姑娘》中19世纪80年代早已登上政治舞台的“战斗无产阶级”而言，他们行动的环境就不是那样典型了，从而也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强调“充分的现实主义”要把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细节的真实，并根据现实生活的发展达到典型的本质的真实，在描绘典型的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恩格斯这一理论为现实主义叙事性作品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础。中国美学界、文艺界对于典型人物，有的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物；有的认为是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有的认为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对于典型环境，有的认为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趋势的环境；有的认为是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与时代环境的统一。对于两者的关系，有的认为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而典型人物的行动和相互关系又构成典型环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的认为在不典型的特殊环境中也能塑造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叱咤风云的无产者
 （threatening proletarian）　文艺作品中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艺术形象。1846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提出。批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歌颂穷人、小人物，“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4页）。恩格斯对乔治·桑、欧仁·苏等人在作品中描写穷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都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真实性的应有之义，但他反对“歌颂”卑微的穷人、小人物的鄙俗气，反对用小市民的“怯懦和愚蠢”丑化无产阶级。强调当无产阶级已经走上历史舞台，涌现出大批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的时候，文学艺术应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具有新的历史内容，应当描写和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无产者的英雄形象，以革命精神鼓舞人们前进。1888年他在《致玛·哈克奈斯》中再次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恩格斯在人类文艺史、美学史上率先提出这一主张，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艺革命政治倾向性的要求，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创作指出了歌颂顺应历史前进的新的艺术形象的道路。


恶劣的个性化
 （cheap individualisation）　文艺创作中琐屑、偶然的非本质、非典型的个性描写。1859年3月6日，德国拉萨尔在他的历史诗剧《弗兰茨·冯·济金根》序言中提出。认为“恶劣的个性化”是对偶然性人物的空空洞洞的非本质特征所作的不厌其烦的描写。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他的剧本严重忽视了个性刻画，但同时又赞成他对“恶劣的个性化”的批评。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指出：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3页）这是针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文坛的鄙俗气而言的。当时德国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回避重大社会问题，在创作题材上专注于奇风异俗的采撷，历史故事的演绎和家庭琐事、爱情纠葛的渲染，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热衷于偶然的畸形的细节描写，摒弃对人物社会本质的典型概括。恩格斯强调文艺创作应该有“卓越的个性刻画”，塑造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应该进行艺术的创新，并且指出人物性格与阶级、时代、环境、思潮不可分离，“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将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又反对琐屑的畸形的恶劣的个性化，要求塑造具有时代特征、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小说、戏剧等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


美学的历史的观点
 （historical view of aesthetics）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斐·拉萨尔》中提出。认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7页）恩格斯提出把美学的观点、方法、标准置于文艺批评的首位，认为文艺批评首先要对文艺创作中表现的美学观念、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形式、结构、语言、手法的审美特性、审美价值，作出合乎审美规律、艺术规律的分析判断，作出合乎美的规律的审美评价。恩格斯又提出用历史的观点开展文艺批评，认为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观察、分析文艺作品对现实、历史、人物形象的描绘和文艺家对现实、历史、人物的态度、观念、思想倾向等，作出合乎历史的真实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分析判断，作出合乎历史规律的历史评价。恩格斯认为，文艺批评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标准，但“最高的标准”是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辩证统一。


拜金艺术
 （mammon art）　屈服于金钱收买，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艺术。后泛指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了的艺术。美国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在1925年出版的《拜金艺术》（Mammon art，又译《财神艺术》或《金钱艺术》）中提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作家、艺术家为了维持生活或为了个人发财致富，就不得不受金钱的腐蚀，成为金钱的奴仆，不再揭露社会的黑暗，从而使自己的艺术沦落为“拜金艺术”。“拜金艺术”同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使艺术家成为被金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列宁所指出的“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资产阶级艺术家，普列汉诺夫揭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多成为“为金钱而艺术”的作家相通。指出了拜金艺术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金钱至上”观、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在艺术上的表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使一批艺术家把自己和自己的艺术都当作能赚钱的商品，把自己仅看做是商品的生产者，把艺术仅看做是赚钱的工具，追求的不是作品的审美价值，而是金钱价值。在商品交换中，他们以卖价的高低为检验作品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使艺术丧失审美的意义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拜金艺术是艺术的堕落，是艺术家对金钱收买的屈服。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这种拜金艺术。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art stems from life yet surpasses life）　文艺创作以社会生活为源泉，又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毛泽东以实践论、唯物论认识论和能动反映论论证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文艺家与人民大众、艺术美与生活美的辩证关系。肯定了美在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生活是创造艺术美的源泉；肯定了文艺家的创造性，艺术美是美的集中体现，可以而且应当比实际生活、生活美更高、更典型、更美，丰富了美学史上的“典型”说、“熟悉的陌生人”说等学说。


文野之分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udeness and refinement）　毛泽东用语。1942年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中外优秀文学艺术遗产有借鉴或没借鉴，会使文艺创作“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2页）。“文”指文艺作品的文采，艺术表现形式的精雕细琢、新颖、多样，具有较高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野”指粗俗、鄙野，缺乏艺术性和表现力、感染力。“文野之分”同“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是相通的，反映了艺术作品艺术性的高低、社会效果的大小。由于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运用、创新和审美价值，既取决于艺术家从生活中、民间艺术中吸取养料的多寡，又取决于对中外优秀艺术遗产学习、吸收、借鉴的程度，所以借鉴与不借鉴会直接影响艺术创作的文与野、粗与细，作品艺术性的高与低，艺术创作过程的快与慢，以及作品社会效果、审美价值的大与小，作品艺术生命的长与短。


推陈出新
 （weed through the old and bring forth the new）　通过对传统审美观念、文学艺术的扬弃以创造新的审美观念和新的文学艺术。毛泽东1942年10月10日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题词。1951年又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原是发展戏曲艺术的方针，后被用于其他艺术和社会意识形态。揭示了人类审美创造美活动和艺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是艺术的批判继承性同审美创造性、艺术创新性的统一。“推陈”并非把中外文化艺术传统、遗产都视为“陈”，更非推倒一切传统，而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并加以改造。“出新”亦非割断历史，凭空创新，而是吸取传统的精华，并从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出发，创造新的艺术内容、艺术形式，以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审美需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中国当代发展文艺、科学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并用对立斗争的观点指出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但是这一思想、方针在此后的文艺、科学实践中未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1979年，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又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重新阐释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211页）。


以人为本美学观
 （human-oriented aesthetics）　指以人为本体、本位、对象、目的和价值核心的美学思想。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是对以神为本和以国家为本的超越。有以个体为本和以社会人为本的两个向度。《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强调个体解放和自由发展在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中的重要性，又将理论目光指向“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出发和最终解放全人类的目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美是人民实践中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美学的目的是使人从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为以人为本的美学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当代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以人为本”思想以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关注，深化了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的真理性的认识，是以人为本美学观的重要理论基础。21世纪初，中国美学界在“科学发展观”的影响下，提出了以人为本美学观。文学艺术因其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美好人性的塑造以及对人的自由发展的促进，承担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以人为本美学观从两方面强调审美对人的意义。一是从个体人的角度关注人和人性，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高扬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重视；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把握人类的生存境遇，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提倡普遍的人文精神和世界精神。以人为本美学观强调审美、美学属人的特性，应关注个体人的生存境遇和全人类的命运；文艺作品要以人的生存为对象和目的，美学和审美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解除人的异化状态；文艺活动作为人类审美活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之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想象性的对象化和确证。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马克思著。1844年4月至8月写于法国巴黎。原名《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亦称《巴黎手稿》。由三个未完成的手稿组成。第一手稿各页并列三栏，标题分别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最后六页（即原稿第17至22页）内容已超出地租，后来的整理出版者另行加题，标为“异化劳动”。第二手稿大部散失，仅存最后四页（即第40至43页），系论私有财产的关系。第三手稿包括对第二手稿的补充（论“共产主义”）、全书序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论货币在私有制下的职能以及全书结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等，多属残稿。原文为德文，一直以草稿的形式保存。1927年苏联第一次把手稿的第三部分以《〈神圣家族〉准备材料》为题公开印行，为俄语译文，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内容缺漏甚多。1932年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3卷首次发表手稿全文，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个中译本由何思敬译，书名《经济学—哲学手稿》，1956年人民出版社以单行本印行。1979年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重新翻译，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书名和目录中放在方括弧中的标题均为编者所加。另还有刘丕坤译的单行本发行。此书主要论述了工资、利润、地租、私有制、异化劳动、货币、共产主义等经济学、哲学问题，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1）阐明美学思想的前提是物质实践。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包括审美活动的基础。劳动实践改造着作为主体的人，也改造着作为客体的自然，以劳动实践为中介所达到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确证，它决定着美的本质。（2）人的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人类能依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进行生产，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劳动生产了美，美感也由此产生。两者都是主客体统一即对象化的产物，前者是这种统一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形态，后者是这种统一在主观方面的表现形态。美的存在的多样性与美感机能的多样性相适应，如音乐之于耳朵，形式美之于眼睛等。（4）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的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劳动异化。异化劳动造成美的创造与美的占有的矛盾，造成劳动、劳动产品、劳动者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阻碍了美和美的创造、发展，并导致美感的阶级差异，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积极扬弃自我异化，才能真正解决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对抗，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充分自由地创造美和艺术。（5）个体、人、人的活动是社会的存在，人的感官是历史形成的“社会的感官”。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有艺术修养者的感官感觉，不同于无艺术修养者；为生存而操心的穷人对最美好的戏剧没有感觉，为赚钱而操心的矿物主也不能感受矿物的美。（6）艺术生产是生产的特殊方式，服从生产的一般规律。自然物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是艺术的对象，它们都实践地形成人类生活和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人只能在这些感性的外部世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本书的这些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此书的价值的估量，历来多有歧见。一说它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概括他全部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献。一说它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转折，认为异化范畴是将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联为一线的集结点。一说它是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还不是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
 （The German Ideology）　全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于1845—1846年间。1932年以德文发表。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共两卷，第一卷主要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第二卷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部著作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认为：（1）人们的观念、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指出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使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分裂，使个别人成为艺术天才，而广大群众的艺术才能则受到压抑，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每个人的才能方能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才会消失，艺术生产力才能得到完全解放。（3）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社会分工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编造关于自身幻想的思想家，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他们同另一部分人可能发生矛盾乃至敌视，但当统治阶级本身受到威胁时，这种敌视便会自行消失。此外，该书还指出人类起源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必须服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并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观念进行了批判。这些观点对于研究美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研究审美意识、艺术的社会历史根源，把握美学思想、艺术内容的阶级实质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底到9月中，是1857—1858年所写经济学著作手稿的“总导言”的草稿。1902年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1903年由柏林《新时代》杂志首次发表。中译本曾单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后又作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一部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深刻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理论，并多处直接阐述了艺术生产的若干特殊规律。（1）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为它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是理论掌握客观世界的科学方式，而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于对世界的理论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为人们进一步更具体地探讨艺术创造的特殊性开辟了道路。（2）提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的观点，论证了艺术、美的创造者与艺术鉴赏、美的接受者相互生成的辩证关系。（3）论证了物质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以及各种艺术形式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与社会的一般发展或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并不成比例，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古希腊在物质生产水平很低时，以神话和史诗开创了人类艺术史上最早的繁荣时期，而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时，作为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也就消失了。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艺术生产的特殊性有制约作用，某种艺术形式如神话的产生和消亡，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4）指出希腊神话和史诗之所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是由于它形象地反映了人类天真、正常而完美的童年；产生这些艺术的社会条件已“永不复返”，但它启迪人们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这些论述对于美学方法，研究美、美感、艺术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生产、创造的特殊规律及其与消费、接受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而作，写于1859年1月，同年载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卷首。中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论述。第一次明确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法律、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式等范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与哲学、法律、政治、宗教、艺术等精神生产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作为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也必然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发生或慢或快的变革，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些论述对于科学把握审美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写于1859年4月19日。对拉萨尔3月6日的信件及其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和关于悲剧观手稿的复信。中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马克思在信中批评了拉萨尔的剧本和他的“悲剧观念”，认为它们是拉萨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和政治机会主义在文艺观上的反映。（1）认为剧本构想的冲突是悲剧性的，但拉萨尔选择的主题却不适于表现这种冲突，没有表现出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历史作用，反把“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平民反对派”，让济金根这一垂死阶级的代表以骑士的方式举行叛乱，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宣战，因此剧本不可能用最朴素的艺术形式把最现代的革命思想表现出来。（2）指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像拉萨尔所说是由于他的狡诈或“革命目的”和“革命手段”的冲突，而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拉萨尔的错误在于企图把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写成革命者。（3）指出拉萨尔创作上有“说教”倾向，人物性格“被描写得太抽象”。认为艺术创作要莎士比亚化，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有生动丰富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不能“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把济金根仅仅当做作者的“历史精神”和“悲剧观念”的工具。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Engels to Ferdinand Lassalle）　写于1859年5月18日。是对拉萨尔3月21日信件及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复信。中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指出艺术创作不能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认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应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是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反对概念化和“恶劣的个性化”，认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已经不够用了，人物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指出作品的思想倾向应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不应该通过论证性的辩论来表现，艺术创作要努力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3页），并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2）提出了悲剧性的基本原理。指出拉萨尔在《济金根》的创作中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地位，对贵族国民运动作了错误的描写，忽视了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因素，这就是贵族不可能同农民结成同盟，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3）提出评论文艺作品的“最高的标准”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进行考察。


《自然辩证法》
 （Dialectics of Nature）　恩格斯著。为1873—1883年间研究自然辩证法问题时写的论文、札记和片断共181个部分的汇编。1925年全文用德文和俄译文对照形式在苏联第一次出版，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最早的中译文是由陆一远译的其中的一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928年春潮书店出版。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根据1925年德俄对照本译的《自然辩证法》全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曹葆华、于光远等根据1953年俄译本译出的中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重新翻译的该书。《自然辩证法》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就，揭示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辩证法，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其中所概括的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以及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认识美、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和人的审美活动、艺术实践中的辩证思维具有指导意义。恩格斯证明，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劳动使猿的器官变为人的器官，首先是手和脚的分工。随着手的发展，人提高了劳动能力，增多了共同协作，促使了语言的产生。劳动和语言推动着猿脑渐变为人脑，随之人的全部感觉器官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使人有愈来愈清楚的意识、抽象能力和推断能力，并且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即在于劳动。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同时也改造自身。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美。这些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出来的重要的美学命题。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Engels to Minna Kautsky）　写于1885年11月26日。中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德国女作家敏娜·考茨基（Minna Kautsky，1837—1912）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她的长篇小说《旧和新》（一译《新人与旧人》）主要表现奥地利盐场工人的生活及斗争，作品中“新人”形象阿尔诺德和爱莎都有概念化、理想化的倾向。恩格斯在信中指出：作者不应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把人物写得太完美无缺，不能把个性消融到抽象的原则里去，应有“鲜明的个性描写”，典型形象应该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达到典型化与个性化的统一。要求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认为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打破关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传统幻想，引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存事物的怀疑，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5页）。恩格斯在信中所表达的美学思想，有着普遍的意义。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Engels to Margaret Harkness）　写于1888年4月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直到1932年才被发现，同年在苏联首次发表。中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评论了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所著中篇小说《城市姑娘》，肯定作品表现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艺术家的勇气以及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但认为这篇小说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指出就小说中的人物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不够典型，工人阶级被写成消极群众，他们没有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这对19世纪80年代已经战斗了五十年之久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不正确的。强调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应根据历史发展的现实，充分表现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肯定世界观、政治观与创作存在着矛盾，以巴尔扎克为例，认为现实主义可以使作家面对现实，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甚至可以使作家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真实表现。认为人们从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还指出，现实主义并不是要求作家赤裸裸地鼓吹自己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而应遵循艺术自身的特征，“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封信中关于现实主义原则的论述对文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列宁著。1905年11月发表于《新生活报》。中译文原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收入《列宁全集》第10卷、《列宁选集》第1卷。因其中“литература
 ”兼有“文学”作品和“出版物”两义，而“出版物”可包括“文学”，故中共中央编译局予以改译，译文载《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文中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党的出版物、党的宣传工作，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应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所开动的整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监督，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从群众生活中吸取材料，并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指出，无产阶级事业中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写作事业，不能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不能机械地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应“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页）。批驳资产阶级标榜的“无党性”、“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等伪善论调，指出这只是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指出只有摆脱了私利贪欲，将过去的经验与现在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党的出版物和文学宣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中外美学界、文艺界对此文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此文的基本观点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性质、特征、任务和功能；有的认为文中提出的“党性原则”只是在特定时代针对“超政治”、“无党性”文艺观而言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全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列宁著。写成于1908年2月至10月，次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最早的中译本由笛秋和朱铁笙译，1930年上海明日书店出版发行。后又有多种译本。1957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重新翻译，编入《列宁全集》第14卷、《列宁选集》第2卷。它总结了自恩格斯逝世（1895）以来革命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成果，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人的感觉、意识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坚持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事物是可知的，认识经历了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的过程；人类思维能够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每一门科学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真理的总和中的一部分，坚持了反映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生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所证实的真理是唯一的、客观的真理，坚持了反映论与实践论的统一。列宁的这些哲学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探讨美的本质，审美意识的来源、性质、能动性以及美的创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Leo Tostoy as the Mirro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列宁著。最初发表于1908年9月24日《无产者报》第35号。中译本收入《列宁全集》第15卷，《列宁选集》第2卷。指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强调对作家、艺术家的评价、分析，应在特定历史过程中和具体环境条件下进行。文章具体分析了托尔斯泰作品、学说中的矛盾，指出他既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掠夺以及教会的虚伪，又宣传精巧的僧侣主义，宣传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托尔斯泰的全部观点，反映了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托尔斯泰的矛盾也表现了那个历史时期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俄国农民的矛盾，是宗法式农村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有幻想、弱点、缺陷等各种矛盾状况的一面镜子。指出正确评价托尔斯泰的目的、意义在于使无产阶级、农民群众从中吸取教训，得到锻炼，不再重犯托尔斯泰的错误。本文为正确开展审美判断、审美评价和文艺批评提出了重要的原则。


《论无产阶级文化》
 （Rough Draft of A Resolution on Proletarian Culture）　列宁著。1920年10月8日为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编入中文版《列宁全集》第31卷，《列宁选集》第4卷。文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系列错误观点，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置于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之下，积极参与国民教育事业，贯彻为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正确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包括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和在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实际斗争经验的鼓舞下，才能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绝不能与世隔绝地“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本文为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无产阶级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


《新民主主义论》
 （On New Democracy）　毛泽东著。1940年1月发表于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该文论述了与美学、文艺学直接相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提出分析、研究文化问题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2）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3）指出分析一切文化问题都要从实际、实践出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新文化虽然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但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4）提出“不破不立”的观点。指出只有破除为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封建的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文化，才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文化。（5）提出对民族文化遗产、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指出应当学习、继承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应当加以分析、批判，从而建设“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新文化。这些基本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既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建设、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美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毛泽东著。是毛泽东在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前一次称为《引言》，后一次称作《结论》。全文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讲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联系“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30年代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并论述了有关文艺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文艺“从属于政治”，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超阶级的文艺是不存在的。现阶段的中国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我们的文艺服务对象是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在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群众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基于这一前提阐释了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的诸多关系。（1）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强调普及与提高必须适合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和需要，“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2）源与流的关系。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类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取得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必须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艺遗产，作为反映此时此地生活的借鉴。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社会生活虽然无比丰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3）真实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认为文艺能给政治以巨大影响，用典型化的方法真实地反映生活，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集中了群众的愿望要求又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的政治，因此“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4）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并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5）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文艺批评首先要检验文艺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对于内容反动又愈带艺术性的作品，就愈应该排斥。文章还谈到党内与党外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等。这篇讲话从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成此后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文艺从属于政治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观点，都曾在美学界、文艺界引起广泛深入的讨论乃至争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毛泽东著。是他在1963年5月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增写的一段论述。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从哲学上论述了人的认识与客观外界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提出人的认识经历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次“飞跃”；一切思想、理论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决定正确与否；认识的目的则是为了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对于人的实践、认识，对于审美实践、审美认识和审美创造，具有指导意义。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Talk to Music Workers）　毛泽东著。是毛泽东1956年8月24日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的谈话。根据记录稿整理而成。第一次正式发表于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提出了艺术的民族化问题和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外国文艺的基本原则，反对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在民族形式里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强调继承中国古代文艺遗产，是保证民族化的必要前提。认为艺术的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文艺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以中国艺术为基础，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要敢于“标新立异”，为群众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继承古代文艺和吸收外国的东西，都要加以改造，加以创新，立足于发展中国文艺。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Speech Greeting the Fourth Congress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rtists）　邓小平著。邓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祝词》论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功能、任务、方向、方针，以及文艺家的职责与道路，文艺批评的标准、方法，文艺队伍的建设和党对文艺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在文艺标准问题上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艺术工作者的母亲，并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要尊重文艺活动的独特规律，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指出文艺的任务、职责是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Literature and Art Become the Torch of National Spirit）　江泽民于2001年12月18日在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上的讲话。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讲话对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与使命进行了阐发，对文艺领域诸多方面作了科学论述。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文艺的社会功能方面，强调文艺对推进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在文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上，强调文艺的民族性。指出民族性具体来讲就是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对本民族优秀的文艺传统和丰富的文艺资源的继承和发扬上。在“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关系问题上，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两者提升到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的高度。讲话突出了全球性文化语境中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认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面临着挑战。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成为与发展先进生产力一样重要的战略任务。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Talk at the Eighth Congress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rtists）　胡锦涛于2006年11月10日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讲话》深化了文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赋予的任务，必须重视文化的力量，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指出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当前文艺既要坚持主旋律，又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文艺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讲话》强调文艺要有时代性，要有创新性。提出对文艺工作者队伍的管理问题，指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文艺发展规律和人民团体特点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不断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依法维护文艺工作者的权益。《讲话》继承了从毛泽东以来文艺思想中一贯坚持的“人民性”标准，提出文艺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是文艺表现、文艺服务的对象。


 美


美
 （beauty）　人在实践中发现、创造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令人愉悦的事物形象。美学研究的中心范畴。其他美学范畴如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幽默、怪诞等，都与美有着直接或间接、肯定或否定的联系。人类对美的本质、特征经历了数千年的探索过程。在原始时代，人们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即开始和现实发生审美的关系，开始发现美、追求美、创造美。到文明时代，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学家不断从理论上探讨美的本质、特征和美的创造、功能。中国先秦时期，“美”有“美德”、“美丽”、“美化”、“赞美”等多重含义。孔子把“中和”之美视为最高审美理想，认为美取决于“仁”、“礼”，主张“文质彬彬”、“尽善”又“尽美”，内容美与形式美统一，看到美与善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美恶相生”，庄子提出“天地有大美”、“美者自美”，认为美有先验的客观性和相对性。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的观点，具有将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萌芽。荀子提出“全粹为美”、“美善相乐”的思想。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国美学史上对于美的本质、特征的探讨，形成了各种不同学说。影响较大的有：和谐说、形式说、理念说、客观说、主观说、典型说、关系说、无意识说、实践说等。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和谐，和谐是对立因素的统一。还提出美在于事物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均衡、对称、比例以及“黄金分割”等。德国康德认为美与功利、概念无关，是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单纯形式。英国现代美学家贝尔提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发展了“美在形式”的理论。理念说主张美在于先验的理念。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美本身”，是真正的、永恒的、绝对的美，是一切美的根源，一切现实的美只是理念美的影子，都是相对的。柏拉图的“理念”到中世纪被演化为“神”、“上帝”，普洛提诺等人认为上帝是美的本原。德国黑格尔继承、改造了理念说，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认为美的最终根源是先验的理念，又呈现于具体可感的感性形式之中，是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一般与特殊的统一。客观说主张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是把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说”，认为美在社会生活之中，凡是能使人想起生活、显示生活、应当如此生活的都是美的。主观说则主张从人的主观心灵上去探讨美的根源。英国休谟认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都可见出一种不同的美，美都是相对的，没有客观的标准。德国里普斯认为美是主观移情的结果。意大利克罗齐认为美属于人的心灵的力量。“主观说”在西方现代美学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典型说把美视为有代表性的典型。法国孟德斯鸠认为美的眼睛就是大多数眼睛都像它那模样的。我国现代美学家蔡仪也认为美是事物的个别性显著地表现着它的本质、规律或一般性。法国狄德罗首创“关系说”，认为把握美的本质应着眼于事物内部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美总是随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奥地利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说”，认为美是无意识本能、欲望的升华，使人在想象中得到满足。以上诸说为探讨美的奥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以实践论为基础所阐述的“人化的自然”、“人的本质对象化”、“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等重要思想，为美学揭示美的发生、发展、本质、特征、功能和美的创造奠定了理论基础。美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三种形态，在每种形态中又有内在美与外在美两个组成因素。但美不是与人无关的既成、现成的自在之物，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只对人而存在，只被人所发现、认识和创造。首先，美是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产物。实践使人同对象发生了审美的关系，产生了区别于物质需要的审美、创造美的需要，并改造了人的感官、人的思维能力和审美的能力，使人成为审美的人，能够在与对象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发现美的潜能，并按照美的规律和任何物种的尺度、自己内在的尺度创造美，发展美，从而才使美向人生成，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其次，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肯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客观存在的自然物、社会物只有当它在人的实践中被人化，人自身也对象化，使对象凝结着人的社会的内容，成为“人化的自然”，确证人的思想、情感、性格、智慧、才能等，使人从中实现自己，对人有价值，能唤起愉悦感，它对人才是美的。艺术的内容美、形式美则更是人的自由的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形象体现。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客体与主体的契合和谐，它统一于人的历史实践的过程。再次，美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特定时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制约，不同时代和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发现、认识、创造着不同的美，使美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具有具体性、形象性、可知性、可塑性和感染性、愉悦性等特征。可为人的感官直接感觉、知觉，被人把握和创造，可满足人的发展中的多样的精神需要，引起人的同情、喜悦、爱慕的感情。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合乎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它具有质的定性和人类的共同性，又有发展性、丰富性、新颖性、独创性和时代、民族的差异性，永远处于恒新恒异的创造中，是质的规定性与开放性、创新性、多样性、变易性的统一。美是人创造的产物，是审美的对象、美感的源泉、艺术的基本特征。它不仅满足人的心理、生理的需要，而且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创造。在美的欣赏和创造中，使人由自然的、物质的人变成社会的、审美的人，使人性臻于完善，达到最为自由的人生境界。


美的起源
 （origin of beauty）　美和艺术最初发生的根源。在中外美学史上，许多美学家运用哲学、文艺学、人类学的观点对美和艺术的起源作了发生学的研究，形成多种学说。主要有：（1）“理念回忆”说。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先验的原初的“美本身”，现实美、艺术美是少数天才在迷狂状态中对理念美的回忆；（2）“道原”说。中国先秦道家认为自然无为的“道”是最高的“大美”，现实美、艺术美是“道”之美的外化；（3）“圣王制作”说。先秦荀子认为“先王”“制雅颂之声”以“感动人之善心”，是“乐”的源头；（4）“模仿”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形成人类孩提时代的美和艺术，中国《吕氏春秋·古乐》也提出帝尧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之说；（5）“游戏”说。德国席勒认为原初的美和艺术起源于将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的游戏，斯宾塞认为原初的游戏和艺术都起源于原始人“过剩精力的发泄”；（6）“巫术”说。英国泰勒认为原始艺术起源于“人格化的神灵”和原始人的巫术、祭祀活动；（7）“功用”说。德国格罗塞认为原始艺术起源于狩猎等实际功用，芬兰希尔恩也认为原始艺术起源于鼓舞斗志、帮助劳动、吸引异性等实用的动机；（8）“移情”说。德国里普斯认为人将自己的情感移置于对象以后才产生了美和艺术；（9）“劳动”说。德国毕歇尔最先提出“艺术起源于劳动”，俄国普列汉诺夫认为审美意识和艺术最初源于人类初期的生产劳动等功利目的，然后才逐渐产生非功利的审美欲求；（10）“实践”说。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生产实践首先创造了人自身，锻炼了人的双手和大脑，然后才由社会实践的需要产生了人对审美和艺术的需要，提高了人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才使人在实践创造的成果中确证自己，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从而创造了原初的美和艺术。


美的发现
 （discovery of beauty）　美经由人的发现而向人生成。法国罗丹提出：“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论艺术》）在肯定美的客观性的同时，强调人的“发现”对美的生成的意义。在此之前，英国休谟已提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它只是人主观的心“见出”即发现的，否定了美的客观性。中国古代美学注重美的主体性和审美的主观能动性。《乐记》的“心物感应”说，南朝宗炳的“应目会心”说，宋严羽的“妙悟”、“别眼”说，都强调人须以具有特殊能力的心灵、意识去悟入和发现美。清叶燮在《己畦文集·集唐诗序》中进一步认为：凡物之美者，盖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此论与罗丹的“发现”说不谋而合。但他们都从认识论出发，把美视为“发现”、“认识”的自在之物或主观心灵创造之物。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客观事物只具备美的物质基础或潜质，但美不是先验的自在之物，也不是主观心灵的外化，而是人在实践中创造的产物，是人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向人生成的，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美的发现不是发现先于人而存在的美，而是发现、认识对象与人的审美关系、审美价值和人所创造的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发现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主体的创造。


美的创造
 （creation of beauty）　通过合规律、合目的的实践活动对人类生活和艺术的创新、美化、完善。《乐记》的“圣王制作”说，南朝梁刘勰的“为情造文”说，唐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等，都主张美和艺术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和一定规律创造的。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艺术、纺织、建筑、器具等的美的制作，都是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由于回忆到“理念”的美而创造的。英国休谟认为人的审美趣味具有“制造的功能”，当人以内在情感去渲染事物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创造”。德国黑格尔认为美是“自为的”、“生气灌注”的，艺术美是根据理想对现实的“有意识地加以改变”，是一种“自我创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认为“劳动创造了美”，人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创造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美的创造是人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和心理活动及其结果，包括审美意象的创造和物化形态的美的创造。自然美是被人发现的，是人在实践中改造的结果，只有当它被人化，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它对人才是美的，这种发现本身就包含着创造。社会美如人的美，社会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美，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和自己的审美需要、审美理想创造的结果。艺术美则更是美的创造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创造力的集中体现。美的创造是种历史的范畴，它随着人类实践、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片面到全面、由简单到复杂的漫长演化过程。当人类在实践中获得审美意识后，美的创造就成为人们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一种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活动。进行美的创造，除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历史条件之外，主体所需的条件包括：（1）来自社会实践的合理的审美观念、高尚的审美理想和对于美的规律的认识；（2）对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把握特定对象的审美特性和使用的物质材料的性质；（3）丰富的想象力、概括力、表现力；（4）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美的创造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是自觉、自由的创造，熔铸着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和能力，体现了人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美化生活的愿望，是美不断丰富、发展的基本前提。


美的特征
 （features of beauty）　美之所以为美及其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基本特性。中外美学史上有多种界说，中国有“中和”说、“充实”说、“质文两备”说、“气韵生动”说、“多样统一”说等，外国有“和谐”说、“合式”说、“完善”说、“情致”说、“生气灌注”说等，都把美视为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体，视为以真、善为基础的和谐、多样，体现人的精神需求，令人愉悦的自然、社会、艺术现象，并将艺术美的特征视为美的特征的升华和集中体现。美是人在实践中自觉自由创造的，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显现人的生命活力、创造潜力、合乎人的价值、目的的自由、和谐、多样、整一的感性形象系统。其特征是多因素多层次的整合，表现为自然性、物质性与社会性、精神性的统一，形象直觉性与观念抽象性的统一，客体实在性、可知性与主体想象性、创造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意蕴丰富性与形态、形式多样性的统一，感染性、愉悦性与理智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相对稳定性与变易性、发展性的统一等等。这些特征是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与现实发生特定的审美关系时被人所发现、把握、创造和归纳、总结而成的，体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契合、和谐，而这些特征的有机整合则构成了整体性的美和人的审美对象。


美的内容
 （content of beauty）　事物感性形态中所蕴含的能唤起人美感的思想、情感、意义、价值等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与“美的形式”相对。中国古代的“言志”说，“缘情”说，“礼仁”说，“充实之谓美”说等；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美是善，柏拉图认为美是“理念”，鲍桑葵的“使情成体”说等，都强调了美的内容的社会性、具体性和特殊性及其与美的形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客观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定的内容与一定的形式的统一体。美的内容是人赋予对象的特定思想、情感、意义、价值等社会性的意蕴，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创造力量。美的内容具有时代性、发展性，不同时代、民族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创造的美的内容有不同的特征，又有共同性。美的内容是决定事物之所以美的基本方面，美的时代性、历史性、新颖性、合目的性和审美价值，首先就表现在它的内容上。美的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需要，是一定的内容的存在方式。美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在具体事物中有不同表现，有的内容美形式也美；有的内容美而形式粗糙简陋；有的内容平淡、空虚而形式却极为精致；有的内容丑形式也丑，两者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统一。美的内容在美的不同形态、领域中有不同的内涵。现实美的内容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是人化了的具有社会性的真善统一的内容。艺术美的内容是现实生活内容的集中、概括、典型化，体现了人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具体表现为艺术所描绘的生活图景的思想意义、情感特征，艺术家对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作出的合规律的审美评价，以及所创造的形象、意境的真实性、典型性、深广性、感染性。美的内容是事物美的首要价值，是唤起美感的主要对象，也是审美创造的核心部分。


美的形式
 （form of beauty）　表现一定内容，能唤起人美感的事物的感性形式。是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形态。与“美的内容”相对。孔子的“文质彬彬”、“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说，晋葛洪的“匪染弗丽”说，南朝梁刘勰的“文附质”、“质待文”说，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的美在于事物的形式说，柏拉图认为的真正的快感来自美的形式说、英国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说等，都肯定了美的形式及其与美的内容的互动关系。美的形式作为美的内容的存在方式，包括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一是内容诸要素的直接表现方式、结构方式，与内容紧密联系，一般称为“内形式”；另一是与内部结构相关联的事物的外部风貌，包括其外部装饰成分，与内容关系比较疏远，一般称为“外形式”。美的形式一般表现于事物的形、声、色、语言、结构、节奏等形式要素的对称、对等、对比、比例、宾主、参差、变幻、多样统一之中。它与美的内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又积极作用和影响、制约着内容的表达；在生产与消费、创造与欣赏间起着桥梁作用；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创造规律、发展历史。美的形式是人类对事物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性的发现、运用、创造的结果，是人的创造力的体现。


美的功能
 （function of beauty）　美对人和社会所能起的作用。古今中外的美学家都把美的功能视为美学、艺术的目的和研究美学、艺术的动力。中国的“乐以治心”说、“美善相乐”说、“礼乐相成”说、“移风易俗”说、“熏浸提刺”说等，外国的“净化”说、“寓教于乐”说、“解脱”说、“生命意志”说、“自我实现”说等，都肯定美对于人性、人情、人格的发展、完善作用，对于美化自然、社会和推动艺术发展的作用。美的基本功能是造就美的人和美的社会，即通过非强制性的审美创造美活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熏陶，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和社会。它可以调节人的生理、心理，使人怡情悦性、身心和谐、血气和平、灵肉统一，使人在审美创造美活动中调整心理结构、意识结构，发挥人的潜能，体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价值，增强人的生命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激发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克服假恶丑，向往真善美，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美育是发挥美的功能的主要途径，可以使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健康的审美趣味、崇高的审美理想，提高人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人由自然的物质的人上升为社会的审美的人。艺术可以通过美的创造，在发挥审美作用的过程中发挥其教育功能、启迪功能和娱乐功能，从而全面实现艺术的价值。


美的享受
 （enjoyment of beauty）　亦称“审美享受”。在审美、创造美过程中主体所获得的精神愉悦与情感满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人的享受”或“享用”，认为当人在实践中接触、认识、体验到美和创造了美，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便得到美的享受。20世纪西方快乐论美学认为美是对人的刺激，人对刺激的领悟，便产生快乐，得到审美的享受。与功利性的物质享受不同，其特点是精神性的：（1）它的获得必须以健全的审美感官为基础，以一定的审美能力为前提，意识到对象与自己的理智、情感有异质同构或同质异构的关系；（2）它来自对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直观，由于人的审美观念、需要、能力具有差异性和共同性，所以美的享受既有个体、群体的差异性，又可与他人分享，具有共享性；（3）要求对对象反复观赏、细心品味，在充分把握对象的审美特性时，可达到物我统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人对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意蕴、形式的鉴赏都可获得美的享受。艺术美是它的主要来源。其过程是能动创造的过程。美的享受是人在感受美、创造美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享受，它体现了人的审美、创造美的目的、动机。人在美的享受过程中可调节身心，净化心灵，增强活力，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


审美享受
 　即“美的享受”。


美的客观性
 （objectivity of beauty）　美所具有的客观存在的属性。美学史上许多美学家从客观外界的因素去探求美的起源和属性。他们有的从物质方面去探讨，认为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所固有的某种属性，如对称、比例、和谐、多样统一以至黄金分割段等形式因素，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是事物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整体。有的从精神方面去探讨，认为美体现了某种客观的绝对精神或理念，具有客观的性质，如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先验的客观的理念是美的根源，现实美只是理念的影子。中世纪美学家认为美的根源是上帝，美是客观的精神属性。德国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理念”有客观性，美是客观理念的感性显现。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但美是人创造的，它的客观性不在于客观物质或理念的客观实体性，而是人所创造的美所具有的客观社会性。人在实践中认识、改造客观事物，实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使客观事物具有了人的社会的内容，并呈现于具有物质性的客观事物之中，从而使美成为客体与主体、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成为客观的社会性的存在。由于美具有了包含着主体性、社会性的客观性，所以才成为人审美感知和改造的对象。


美的自然性
 （naturalness of beauty）　美的自然生成的物质形态性质。主要存在于自然美中。人体、山水、花鸟虫鱼等自然物中天然生成的质地、形状、线条、声音、色彩及其整体性组合结构等等自然物质形态，符合整齐匀称、对比变化、节奏韵律、多样统一等形式规律，适应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和感受力，令人产生舒适感、愉悦感，便构成美的物质基础。在社会美、艺术美的构成要素中，经人运用、改造的自然物质材料的美，也具有一定的自然性。但是这种自然物质形态只具备美的潜能，只是构成美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只有当它同人发生特定的审美关系，被人所发现、改造，由“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成了人化的自然，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使人产生审美的愉悦感，才是向人生成的美，才是人的审美对象。


美的主观性
 （subjectivity of beauty）　美所具有的由人的主观因素所决定的属性。中国明王阳明认为天下无心外之物，美也不在心外，是主观心灵决定的。18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从人的主观的生理、心理条件来探讨美的性质，认为美是外物形式符合人的主观心理结构而引起的生理上主观的快与不快的感情。如休谟认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德国康德从人的主观的“心意状态”来分析构成美的各种因素，认为审美的规定根据只能是主观的，不可能是别的。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现代美学大多从主观方面来探讨美的性质。叔本华的审美态度说、柏格森的直觉说、克罗齐的表现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说、里普斯的移情说等等，都强调美的主观性，把美的性质看成是人的主观所赋予的，是人的主观属性。中国现代美学界对美的主观性有不同的见解：（1）美是人主观创造的，主观性是美的根本属性；（2）美是客观存在的，不具主观性；（3）美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4）美是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是主客体的统一，在美的主体性中包含着主观性，在个体的创造美和审美中，更具有主观性的色彩。


美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 of beauty）　美所具备的人的社会内容的属性。即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人作为实践主体、精神主体和审美创造美主体对于美的发生、发展所起的自主性能动作用的性质，是美的最基本的属性。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康德。他认为美学理论应当把客体的表象联系于主体来进行研究。美只适用于人类这个主体。主体的各种心理功能，如想象力、理解力等，在审美活动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是产生和形成美的重要因素。黑格尔进一步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作用。认为人以自己的实践去改变外物，在它们上面刻下自己的烙印，使它们成为“人的自我创造”，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美就是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超越自然，具有心灵和意识。只有当事物在人的实践中同人发生特定的审美关系，对象对人才是审美的对象。美是主体实践、创造的产物，是主体本质力量的确证，只对人而存在，是以主体人为核心、动力、内容、目的的存在，并随着主体实践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而发展。人的审美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世界发生审美关系的活动，是主体认识、改造客体和创造美的社会活动。美的主体性与美的客观社会性是统一的，它决定着美的性质、特征、功能和发展。


美的社会性
 （sociality of beauty）　美所具备的特定社会内容的属性。美学史上的“美在关系”说、“美是生活”说、“美是价值”说，都肯定了美的社会性。社会性是美的基本属性。首先，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性的存在。美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美的内容、美的形式及整个审美对象，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在对象世界中的不断展开，美也不断地丰富发展起来。美只相对于人而存在。其次，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时代、民族产生不尽相同的美并形成不尽相同的审美评价，同时又具有美和审美评价的共同性。再次，美具有社会价值。人类需要美、创造美，是因为它对人类具有肯定的价值和广义的功利价值，符合人的精神需要，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发现、创造出来的。美的社会性存在于美的各种形态之中，自然美和形式美只有在人的实践中被“人化”，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内容，它对人才是美的，才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社会美、艺术美则更是人的实践创造的产物，体现了人的思想、情感、理想、品格、才能，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在美学界，有的认为社会美、艺术美具有社会性，自然美则取决于自然性，没有社会性，只有人对自然美的感受、评价才有社会性；有的认为美的社会性由人的主观意识决定，人的审美意识具有社会性，由它决定的美也具有社会性；有的则认为美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社会性与客观性是统一的，是客观的社会性。


美的形象性
 （figurativeness of beauty）　亦称“美的具象性”。美所具备的具体可感的属性。中国古代的“立象以尽意”、“应物象形”、“澄怀味象”、“意象”、“兴象”等学说，都肯定了美和艺术的形象性。德国黑格尔认为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不论是社会美、自然美还是艺术美，作为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它的内容都要通过由一定的色、形、声等物质材料及其组合所构成的外在形象来加以表现，从而才能成为人的直观对象，被人感知，使人在对于美的形象的直接观照中意识到自身的本质力量。美的形象性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的形象性，它们不仅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觉、知觉，形成表象，而且可以被人的意识、理智所认识和改造，由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并将感受到的对象的表象、形象与自己的思想、情感相互作用，在头脑中形成审美的意象。各种美的形态都具有形象性。自然美的形象性由其自身构造所形成。社会美如人的形体仪态美、人创造的物质产品的美等都呈现为可感知的形象。形象性是艺术美的基本特性，是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别之一，具体显现于艺术形象和独特的意境之中。美的形象性是人的审美感知和意象创造的前提，它决定了审美、创造美的形象思维的特征。现代中国美学界对美的形象性有不同的见解。有的把形象性与象形性等同，认为大多数事物的美都具有形象性，而科学美、抽象艺术美则不具形象性；有的则认为一切美都必须具备形象性。科学概念、定理、公式和抽象艺术的内容虽具抽象性，但其形式仍具有一定可感知的具象性。


美的愉悦性
 （agreeableness of beauty）　美所具备的令人喜悦、同情、爱慕，能在情感上感染人的属性。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柏拉图认为美是可爱的、引起快感而不夹杂痛感的。斯宾诺莎认为美是对象的作用使神经感到舒适。康德认为美是普遍令人愉快的对象。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是美的特征和功能。他们都认识到愉悦性。美的愉悦性的根源在于美是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丰富的、独特的，与审美主体在心理结构上有着异质同构的关系，可被人感知、接受；在于美通过具体、鲜明的感性形象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显现了人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在于美以真善内容与和谐形式及其统一适应了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体现了人与对象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它有赖于人的客观社会实践。只有经过长期社会实践的检验，其审美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美的愉悦性包括美所唤起的生理的快适，心理的喜悦、信服、同情、惊叹、爱慕、共鸣，乃至物我两忘。美的愉悦性、感染性既是美的特征，又是美的功能，它可以感化、美化人的心灵，调节人的情感、情绪，又是诱导人进行审美和创造美的动力。


美的独创性
 （originality of beauty）　美所具备的新颖、独特、与众不同的属性。中国古代美学十分重视美的新颖独到。汉王充认为，“百夫之子”，“不必相似”。南朝梁刘勰主张“数必酌于新声”。唐代韩愈提倡去“陈言”，“自树立”。清李渔主张“脱窠臼”、“取意尖新”。美的独创性起于人自觉的、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发展性和独特性的体现。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人的本质力量总是积极向上、不断丰富化的，这使美必定同人类的社会进步性相联系，充溢着生气与独创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陈旧的、因循的东西窒息了事物的美的价值；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的、进步的、独创的事物，才构成社会美。艺术美的价值既表现在内容上有所创造，又表现在形式上有所革新。真正美的艺术品，其内容表现出艺术家独具的慧眼、独特的构思，对社会人生的真切体验，发前人之所未发，在题材、主题、意境、形象上具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其形式摆脱因袭的窠臼而有新颖性、独创性。自然美的独特性既在于自然物形态的丰富性、多样性、特殊性，更在于它同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联系和自然人化的多样性、特殊性。当人类通过自己的审美实践赋予自然物以人的丰富、独特的社会内容，它才以独特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与显示出人类创造新生活的能力，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美具有独创性才能不断更新、发展，才具有感染力，才能给人以强刺激，引起人的注意和探究，以满足人的发展的多样的审美需要，激起人的创造欲望。


美的发展性
 （fluidity of beauty）　美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思维、创造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性质。南朝梁刘勰的“通变”、“质文代变”说，清叶燮的“变能启盛”说，都肯定了美和艺术的历史发展性。英国休谟认为美由人的主观心灵决定，人的审美观念、趣味在发展变化，美也在发展变化。法国狄德罗认为美在关系，它随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每一代的美都为那一代而存在，下一代会有下一代新的美。普列汉诺夫认为美是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发展而发展的。美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之中，美的发展的根源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在于人与现实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历史过程，决定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展开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化，人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而发展，其内容、形式经历着由少到多、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由旧质到新质的变化过程。美的发展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美和艺术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有不平衡关系，它的发展不是直线式而是螺旋式的，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但是归根结底是随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创造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美的发展性取决于人的创造力的发展，标示着美的无限性和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与时俱进性，并且适应了人的审美需要的多样性、发展性。


美的共同性
 （commonality of beauty）　各个时代、民族、阶级、阶层共同创造、普遍认同的美的属性。先秦孟轲认为：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法国丹纳认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产物的美，虽有其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呈现出种种差异，但在特定条件下，又有普遍性的审美特性、审美价值，使人们共同发现、感受其美。美的共同性存在的原因有二：（1）客体原因。一切事物的美都包含着美的客观规定性，都是人的实践创造的社会存在，都这样那样地体现了美的本质、特征，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符合于美的规律。（2）主体原因。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的人们，尽管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差异乃至对立，在审美实践、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种种差异，但他们又有共同的实践需要、实践经验，共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能力，即具有共同的人性。他们对形式美、自然美、社会物质产品的美以及同自己的时代、民族、阶级、阶层不处于对立、对抗状态的艺术内容美以及人性、人情美等，就会发生普遍性或局部性的认同，成为他们共同的审美对象。同时，美有历史的承传性和不同民族、阶级的共通性，凡是人创造地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丰富性的美，都存在着美的共同属性，都会唤起普遍性的审美愉悦。但这种“同”是相对的，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美的相对性
 （relativity of beauty）　美在历史发展和相互比较中存在的有限条件的性质。中外美学史上对美的相对性曾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理念”美是绝对美，现实美、艺术美是对“理念”美的模仿，具有相对性。英国哈奇生认为在对不同对象之间进行比较才能看出的美是相对美。德国康德认为与“自由美”相对的依一定目的、概念为前提的“依存美”具有相对性。中国先秦老子的“美之与恶，相去何若”，庄子的“美恶相对”、“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都在美与丑的相互比较中论述了美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世界上的各种美都随着人的实践、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都具有相对性。在审美客体方面，大千世界的美是无限的，人所能把握的美却是有限的、有条件的、相对的；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在不同时空中人所发现、创造的美也是变化的、相对的；事物的美是在与丑相比较中而成立的，即使在同一事物中也既有美的因素，又有不美的因素。在审美主体方面，由于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既有历史阶段性，又有历史发展性，不同时期的人所发现、创造的美，无论其形态还是强度都有差异性和相对性；在同一时期，不同民族、阶层、职业、文化素养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对美的发现、创造就具有相对性；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环境、心态下，其所发现、创造的美也是变化的；同时，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样式中，人所创造的美也是相对的。美的相对性是美的基本特征之一。


美的四因说
 （the four-causes theory in aesthetics）　关于美的生成、结构和发展变化因由的一种界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事物形成、变化的四个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并体现在他的美学思想之中。“质料因”是构成物质的质料因素，美存在于物质，表现在质料组成的整体之中；“形式因”是事物内容的表现方式，美的形式在于以秩序、匀称和确定性表现了特定的内容；“动力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源，美是事物关系的总和，随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目的因”是人的动作和创造活动的缘由，创造美和艺术的目的在于以美好的创造物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此说较早从因果关系上论述了美的生成、变化根由和美的特征、功能。


美的共生说
 （symbosis theory in aesthetics）　主张美与美、美与真善相谐共生和美与丑相随共存的学说。中国先秦《尚书》提出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说，《国语》提出的“声一无听”说、“乐从和”说，都指出各种美的声音相互配合、和谐共生才构成音乐的美。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充实之谓美”说，荀子的“美善相乐”说，都指出美以真、善为基础，美与真、善是共生共荣、相得益彰的关系。老子提出“美恶相对”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说，指出美的事物中有丑，丑的事物中有美，同一事物中也有美有丑，美与丑是“相生”、“相成”、“相较”、“相随”、“相和”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生成的关系。法国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美丑相共”说，认为美与丑是对立面的对比与共生共存，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现代生物学、生态学提出不同有机体或互利或互损的共生理论，有的美学家将此论引入美学，研究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中不同类型、形态的美的互生互存以及美与丑的共生现象。


美在心说
 （theory of mind in aesthetics）　主张美是心灵产物的一种学说。明王阳明首倡此说，认为“心外无物”也无美，美只存在于人的心中，是心的产物。英国休谟也认为美并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的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德国康德认为事物美不美关键是我的心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些事物的存在。里普斯认为审美欣赏并非对于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自我”的欣赏，美是心灵“移情”的结果。意大利克罗齐认为美属于心灵的力量，美是心“发现”出来的。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有人提出“美在主观”说，认为美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人的主观感受。此说从主体心灵角度探讨美的存在和本质，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美的主体性特征，但否定了美的客观性，没有看到主体的实践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对美的发生、发展的决定作用。


美在典型说
 （theory of typicality in aesthetics）　主张美是事物典型性的一种学说。法国孟德斯鸠认为，美的眼睛就是大多数眼睛都像它那模样的，具有典型性的。中国蔡仪在《新美学》中提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他认为事物的美是不依赖于鉴赏者而客观存在的，但是并非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都美，只有在事物的个别性中充分显现了种属一般性，充分表现了这类事物的本质而成为典型的事物才是美的。后又进一步认为并非一切种类的事物都一定有典型，许多事物如跳蚤虽有种类却不能有典型。把典型分为高级的与低级的两种，从而把美也分为高级的美和低级的美。强调《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在封建贵族阶级的低级范围内是“典型的性格，美的性格”，而从历史发展这个高级范围来说，她就“不是典型的，也就是不美的”。有人认为此说虽然坚持了唯物论，但有机械唯物论的局限，并且很容易滑向主观随意性的唯心论的庸俗社会学。


美在物的形象说
 （theory of object-as-image in aesthetics）　主张美是经过主观作用使事物成为物的形象的一种学说。中国朱光潜1956年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中提出。认为美固然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为条件，但是单纯的客观事物还不能成为美，只有当客观事物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才是美的。“物的形象”不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社会物，是客观性、自然性与主观性、社会性的统一。这种“物的形象”就是艺术形象，只有艺术才美，美只是艺术的特性。有人认为此说虽然承认了美须有客观条件，也看到了人对美的存在的作用，但它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意识对“物的形象”和美的生成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仍是一种主观唯心论的美学观，而把“物的形象”和美仅限于艺术，也就否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和美的客观性。


美在实践说
 （theory of practice in aesthetics）　主张美是在人的实践中向人生成的一种学说。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苏联和中国形成。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泽厚、蒋孔阳等人。认为人既在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社会、历史和人自身，使人成为实践主体、精神主体和审美主体、创造主体，产生了人的审美的需要，又在审美实践中形成、发展了人的审美意识，提高了人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并使人在实践创造中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从而创造了美。实践是美向人生成的最终根源，美是人的实践创造的产物。参见“实践美学”。


美在和谐说
 （theory of harmony in aesthetics）　主张美的本质、特征在于和谐的一种学说。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的美是不同音调的和谐统一，物体的美在于它是圆球形或符合“黄金分割律”，天体和人体因受数与和谐的原则支配而使人体的内在和谐与宇宙的外在和谐相契合。赫拉克利特认为协调产生于差异对立，不同因素的对立斗争产生最美的和谐。亚里士多德认为和谐是美的特性。斯多葛派将“和谐”范畴与宗教神学结合起来，认为宇宙的和谐秩序是受上帝控制的。德国莱布尼茨认为现实世界由于上帝的安排而有秩序，符合寓杂多于整一的和谐原则，呈现出“预定的和谐”的美。中国古代美学从社会关系和艺术角度进行美的和谐的探讨。季札论乐以“和”作为标准。孔子提出“中和之美”的理论。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些现实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成就了自然和谐之美。以上这些观点从各个角度道出了美在于对象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所达到的浑然天成、融洽无间的和谐。20世纪80年代中国周来祥提出美是和谐的论点，把和谐之美分为古典和谐美、近代崇高美和现代辩证和谐美，形成了一个以和谐论为核心的和谐美学学派。认为中西方的古代都以和谐美为最高理想，只是西方偏重于人神之和，中国偏重于人人之和；西方偏重于感性形式的和谐，中国偏重于心理与伦理的和谐。认为和谐范畴是一个深刻的美学和哲学概念，包括四层含义，即形式的和谐，内容的和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和谐，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至90年代，他通过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诠释，使和谐论美学包容了人类审美意识与审美活动至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形成了一种新的开放的和谐论美学，体现出对人类美学与艺术发展的理想主义追求。和谐论美学把美与审美界定为追求和创造和谐的历史，充分肯定了人类审美活动对和谐的执著追求及其历史丰富性。


美在价值说
 （theory of value in aesthetics）　主张美同人具有特定价值关系的一种学说。古希腊苏格拉底从社会效用角度考察美学问题，认为美的必定是有用、有益和善的。柏拉图主张美是有益的。德国洛采认为美的绝对价值体现在美是绝对的“善”的一种直观感性形式，绝对的“善”的神圣性为美自身提供了合理依据。英国萨缪尔·亚历山大认为美或美的事物之所以是一种价值是因为它满足人的建构性的冲动，唤起特殊的快感。这些论说都将审美体验与主体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从价值经验的角度阐述与审美价值相应的审美范畴。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出现了以哲学价值论为基础，以生命价值为核心，把审美活动作为价值活动来研究的一种学说。认为哲学价值论是把握审美问题的最适宜、最合其本性的方法和角度，而事物对人的生命价值则是美的根源和审美的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审美、艺术创造中美的有无、深浅、广狭均由对人的价值来衡量。对美在价值有各种不同的认定。有人认为审美活动本身仅仅是价值活动，美学仅仅是价值美学。有人认为美在价值除了从价值论角度研究和论述审美问题外，还可以从认识论、本体论、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角度来研究和论述审美活动。在价值界定上，有的偏重生命价值，有的偏重社会价值。美在价值说注重对审美价值的成因、发展、形式和法则的分析，并研究一般艺术和个别艺术所具有的共同审美价值及其各自的特殊价值。


美在生命说
 （theory of life in aesthetics）　主张从人的生命活动探讨美学问题的一种学说。德国黑格尔的“生命灌注”说、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和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说等，都将人的生命活动视为美的根源，开了美在生命说的先河。20世纪初期，中国王统照、范寿康、吕澄、宗白华等主张以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为对象研究美学问题。自50—90年代，蒋孔阳、高尔泰、周来祥等逐步深化此说。该学说主张生命自由的超越性，将审美活动在最根本意义上与人类生命活动联系起来，认为美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捕捉住了生命，也就捕捉到了美的真正内涵；审美是人的最高的生命活动，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一种独立的以“生命的自由表现”（马克思）为特征的活动类型。此说强调偶然与必然、特殊与一般、现象与本质、认识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主张从无限、超越、未来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突出人的生命本质、生命活动对美和艺术的决定作用。它在内容上强调美学研究必须将美、审美、艺术、美感作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原因作为中心，从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必然联系考察人如何自由地实现自我的生命，从而提出了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为美学研究开辟出一块独立的学术空间。在方法上此说追问的是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成为可能，以及生命对于美的终极意义和美对于生命的终极价值，具有方法论意义。


美在自由说
 （theory of freedom in aesthetics）　主张美是人的自由创造、肯定人的自由本质的形式的一种学说。中国庄子认为人只要“心斋”，“坐忘”，“游心”于“道”，达到个体人格的自由，便能达到“备于天地之美”的“至美至乐”的审美境界。德国康德认为不涉及对象性质、功利、概念，只在自由想象中把握纯粹形式而获得愉快的美才是“自由美”。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有的美学家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和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提出美在自由说。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的实践是自觉、自由、富于创造性的，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类和个体通过长期实践所创造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形式，审美是人类自由的创造活动，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最能体现人的自由本质，而美感则是一种自由的情感体验，它们都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对象、改造对象又改造自己所创造的历史成果。该说认为人在实践活动中应遵循主体自身的利益与目的，在充分体现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表现为主体与客体性的融洽与和谐，美作为自由的形式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感性显现，人作为自由的主体其内在本质力量构成美的内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感性显现则构成美的形式。该说否定了人的自由本质与客观必然性的对立，认为人通过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活动，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对象物，并将其主体化和审美化，从而发扬人的主体性，以人的审美创造活动来统一人的自由与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使客观必然性以审美的、感性愉悦的方式转换为主体自身活动的要素，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由此激发人的自由意志和唤起人的美感，以实现人的自由。


审美关系说
 （theory of relation in aesthetics）　主张美学应以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出发点的一种学说。中国蒋孔阳在《美学新论》等著作中提出。认为人与现实有实用的、认识的等等各种关系，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由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而构成，其特征是：（1）通过感官、大脑与现实建立起审美认知的关系，具有形象直觉性、可知性、想象性；（2）形成人与现实的情感关系，具有情感愉悦性；（3）人作为一个整体以自己的全部本质力量与现实、对象发生能动创造的关系，使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得到自由、充分、全面的展开，从而获得心灵创造的自由；（4）审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不同时代的审美关系有不同的内容，从而构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史。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研究这种人在实践中、在人的本质对象化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审美关系，美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放到这种审美关系中加以考察。如美论、范畴论侧重研究审美关系中客体审美特性和主体对美的能动创造；美感论侧重研究审美关系中主体的审美感受、体验；审美论研究审美主客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等等。“审美关系”说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主客体契合论为核心，将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出发点或逻辑起点。被认为是中国当代美学新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之一。


美在主客体契合说
 （theory of harmony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 aesthetics）　主张美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而生成的一种学说。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天人合一”说、“心物感应”说、“意象”说、“情境”说等，已有主客体契合说的因素。德国黑格尔认为美是人在实践中将自己的自由心灵加以对象化、外化的结果，是人的自我创造，并在他的创造物中复现人自身，而艺术美则是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客观性的统一，开了主客体契合说的先河。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主体是从事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人在实践中不仅认识对象，而且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既使客体在人的实践中被人所改造，又使主体在被自己改造和对象化的客体中实现自身，从而在主体与客体由对立达到统一、和谐的过程中发现、创造了美。中国当代美学家蒋孔阳等人以此为理论基础，从主客体的统一、和谐中探讨美的生成和本质，提出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主客体契合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美在主客体契合说强调人的实践、能动创造，主客体的统一、契合、和谐在美的生成中的决定作用。此说对于克服主客二分、片面强调主客对立，忽视主客统一、和谐、契合的思维模式，对于克服美的既成论，建构美的生成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美的多层累突创说
 （theory of cumulative emergence in aesthetics）　关于美的生成、特征的一种学说。中国蒋孔阳在《美学新论》等著作中提出。认为美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美的特点就是“多层累的突创”，恒新恒异的创造。“多层累”指美的生成是空间上的积累与时间上的绵延相互交错而造成的时空复合结构，这一结构包括：（1）自然物质层。是构成审美对象的各种物质性质的复合，决定了美的客观性质和感性形式；（2）知觉表象层。是对事物的属性、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整体反映。其中审美对象已经过人的能动改造，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契机，决定了美的整体形象性和思想情感内涵；（3）社会历史层。是人类审美活动浸透、积淀着的人类文化传统，决定了美的生活内容和文化深度；（4）心理意识层。是审美主体多层次的心理意识结构与审美客体多层次的复合结构相互交融和渗透，决定了美的主观性质和丰富复杂的心理特征。“突创”指审美中多层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在特定情境下形成的突发创造力，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然变化”。人在这种审美创造中，既有直觉的突然性，感受的完整性，又有思想情感的突发性、集中性和想象的绵延性、生动性。主客体多层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和不断积累以及主体的突然创造，使美向人生成，成为“一个完整的、充满了生命的有机的整体”，美感也是“多种因素的因缘汇合”。该说既肯定了美的物质性、客观社会性和历史性，又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突发的创造性对美的生成的决定意义，进一步论证了美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创造的产物，被美学界认为是中国当代美学新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之一。


美的既成论
 （theory of established beauty）　一种从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出发，把美视为既成、现成的审美对象的学说。与“美的生成论”相对。是美学史上唯心主义美学、旧唯物主义美学的共同特征。它们大都以主客二分、主客对立为哲学基础，把美看作是置于人之外的先于人的审美实践而存在的实体，是人的既成、现成的认识对象、审美对象，把审美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反映的过程。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认为美在先验的、既成的“理念”或“神”，现实美、艺术美是对既成客体“理念”、“神”的认识、反映和摹本，而摹本诞生后又成为人之外的实体，成为人们既成的认识对象、审美对象。主观唯心主义美学认为美是心的产物，而心是先天预成的，心和物是主客对立的双方，心决定美的存在，而心创造的美诞生后又成为预成的、主观心灵的观照对象，并由主观的心决定对象的存在和美或丑。旧唯物主义美学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既成、现成的认识对象、审美对象，人只能认识、反映它，而不能改造它，而这种认识、反映构成文艺作品后又成为人们既成的认识对象、审美对象。美的既成论忽视了审美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相互生成的过程，仅限于认识论、反映论，没有看到主体实践创造的能动性对美的生成的决定意义。


美的生成论
 （theory of generated beauty）　一种从主客体对立统一哲学观出发，把美视为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向人生成的学说。与“美的既成论”相对。西方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解释学美学等把美、审美对象视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开了“美的生成论”的先河。20世纪末，中国许多美学家在批评美的既成论过程中展开了论述。他们认为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是人在历史实践中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关系，世界只对人而存在，而人则寓于、融于世界之中；审美对象是在同人发生审美关系并被人能动地改造以后，才成为向人生成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建构的互生互动的关系；审美创造美活动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能动创造活动。美只存在于人的审美创造美的活动之中。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生成后对象才成为人化的自然，美才向人生成。主张美学研究美、审美、美感、艺术等等，应当从审美实践所形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入手，把审美实践视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和创造美的高级的人生境界。该说既承认主客体的矛盾，更强调矛盾的统一，否定了美学中的二元对立论、美的既成论，充分肯定了人的实践、创造对美的生成的决定作用，在美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美的形态
 （patterns of beauty）　亦称“美的领域”。美的存在方式、领域。依据审美对象的特征、范围及其表现形态，对美所作的分类。美的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人们对于美的本质、特征的不同理解，形成对美的形态的不同划分。古希腊柏拉图把美分为形体美、心灵美、知识美和理念美。英国哈奇生把美分为绝对的（本原的）美与相对的（比较的）美。法国狄德罗把美分为“真实的美”与“相对的美”。德国康德把美分为“自由美”与“附庸美”。黑格尔把美分为理念显现的低级阶段的不确定的“自然美”与充分显现理念、灌注生命的“艺术美”。鲍桑葵把美分为“浅易的美”与“艰奥的美”。意大利克罗齐认为任何事物当它被人直觉到，就已经表现了思想情感，就已经是艺术，所以只有艺术美一种形态。现代美学一般从认识论、创造论上根据美的存在状态、特征以及人的创造程度来划分美的形态。有各种不同划分，主要为：（1）自然生成的美（自然美）与人工创造的美（社会美、艺术美）；（2）现实美（又称生活美，包括社会美、自然美）与艺术美（包括各类艺术的美）；（3）都经人发现、改造、创造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另有：（1）根据人对美的创造及其所激发的不同审美经验划分为优美、壮美；素朴美、雕琢美；具象美、抽象美；（2）按照各种美学范畴划分为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幽默、怪诞等；（3）按事物美的构成状态，划分为单象美、个体美和综合美。在现代美学中，通常分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美的分类是为了把握各种美的特性。


生活美
 　即“现实美”。


现实美
 （beauty of the reality）　亦称“生活美”。与“艺术美”相对。人在实践中发现、创造，未经艺术加工而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美。包括自然美与社会美。中国庄子认为有“天地之美”，清叶燮认为“美本乎天”，但须待人发现。古希腊柏拉图将现实美称做理念摹本的相对的“尘世的美”。古罗马普洛提诺将现实美称做分享理式、上帝之美的“物体美”。德国黑格尔将现实美称为在低级程度上感性显现了理念的“自然美”。俄国别林斯基提出“现实美”的概念并与艺术美相对，认为“现实本身是美的”，它经过提取，洗炼，“熔化在优美的形式里”便构成艺术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现实美高于艺术美。他们都对现实美作了探讨。现实美普遍显现于自然物和社会物之中。它是在人的生活实践、审美实践中被发现、认识、改造和创造的。只有当现实事物在人的实践中同人发生特定的审美关系，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多样性、新颖性、感染性等特征，才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对人具有审美价值。现实美是人审美和创造美的领域之一，是激起美感的对象和艺术创造的源泉。


自然美
 （natural beauty）　自然界中天然生成并被人发现、改造而未经艺术加工的事物的美。与“社会美”合称“现实美”。与“艺术美”相对。美学史上有的美学家认为，自然美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为自然物本身所固有，决定于自然物的自然属性。如意大利塔索认为自然本身存在着美。英国博克认为美是自然物体本身所具有的小巧、柔滑、明亮、秀丽、变化等性质。有的美学家认为自然事物本身无所谓美，自然美是人们意识活动的结果，如黑格尔认为自然美是心灵美的反映，是一种不完善的形态。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自然美在于自然事物对人生的意义或暗示。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自然美的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指出自然美是自然人化的结果。人类通过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既改造了自然，又实现了人类自己，使自然成为“人化了的自然界”。人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认识和掌握客观自然规律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智慧熔铸、凝结于自然物之中，实现自然的社会化、人化，才使自然具有包括审美价值在内的种种属人的价值，才产生自然美；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发展，自然美的领域也日益扩大。自然美的构成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自然物的自然属性，如形体、色泽、声音、线条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和谐统一，是形成自然美的必要条件；但只有当自然物对人无害有益，适应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经人实践改造后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与人发生审美关系，具有了人的社会的内容，它对人才是美的。自然美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自然的物质形态，以自然的感性形式唤起人的美感，它和社会物质功利的联系较为曲折。它的最高表现形态为人体美。自然美是人的审美对象、美感的源泉和艺术表现对象之一，是艺术揭示人物性格、创造意境的手段。对于自然美的本质，美学界有不同的见解：（1）认为自然美是客观自然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无论有人无人，它都客观存在着；（2）认为自然美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经过人实践被人化，它是一种社会现象；（3）认为自然物无美，自然美是主观意识的产物；（4）认为自然属性为自然美提供了条件，只有当它被人改造，符合人的审美意识时，它才是美的。


社会美
 （beauty of the society）　人类实践创造的体现社会事物发展规律和丰富性，与人的实践意愿、审美理想相和谐的社会生活的美。与“自然美”合称“现实美”。集中体现于人的行为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劳动美和人创造的物质产品的美以及不包括艺术美在内的精神产品的美。古希腊柏拉图关于心灵优美与身体优美和谐一致是最美的境界及美的制度、知识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关于美是一种以行为为主的善的论述，德国席勒关于通过审美教育造就“审美的国度”、“理性的人”、“审美的人”的论述，都触及了社会美的基本问题。社会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美，来源于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切活动。人类求真向善的本质力量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发挥，从而创造出社会美。人类的劳动、实践本身如果遵循客观规律，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并显示出人类无穷的创造力，体现了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人类的这种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产品凝聚着人的本质力量，适应了人的物质的精神的需要，便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在社会美中，人的美占有中心地位。社会美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态。它呈现于各种可感的形式之中，但主要侧重于内容，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前提，但其功利的直接性已消融在感性形式中，它在本质上是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真、善、美的统一。社会美是人的审美对象、领域和美感的源泉之一，尤其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对于社会美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在劳动异化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劳动产品、劳动者、人与人的关系都已异化，不存在社会美，只有在消除劳动异化的社会才有社会美；有的认为在劳动异化的社会里，仍有社会美，而在消除了劳动异化的社会里，社会现象的美则是社会美的高度发扬。


人性美
 （beauty of human nature）　区别于动物性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的本质、本性的美。社会美之一。包括人的精神、品格、情感、言行的美。外国古代英雄时期把征服自然的英雄当成最高的人性美。中国远古传说中把创造辉煌业绩的三皇五帝视为人性美的典范。孔子的“里仁为美”说，孟子的“人性本善”说，把合乎礼、仁的人性视为美的。古希腊柏拉图认为人合乎理念的善是美的。中世纪神学认为合乎神性的人性才是美的。文艺复兴后，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人性美得到肯定。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把理性，人权，人的价值、尊严，个性解放和个人追求自我的完善看成是最高的人性美。人性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归根到底是人的社会性。人性美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在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人在自觉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斗争中，在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充分体现人的本质力量、推动人类进步的人的本质、本性的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性美，同时又有继承性、共同性。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性遭到异化，人性美受到限制，只有废弃私有制，建立和谐社会，人性美才能高扬和充分发展。人性美是人对自身的肯定，是艺术表现的对象和审美的对象。


人格美
 （beauty of personality）　人的品德、品格的美。社会美之一。“人格”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为“人”、“个性”、“性格”。在罗马法典中，指称奴隶不具人格，只有奴隶主有人格。先秦孟子认为人的品性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才是美的、大的。现代西方人格主义哲学认为人格是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创造能力的主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决定人的认识。人格美有个体、个性的和群体、人类的，如价值、尊严、责任、勤劳、正直、诚恳、光明磊落等。是人的社会特质，是人在创造性的劳动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在共同进步事业中的和谐关系，体现出一个人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良好的社会行为与习惯。是心灵美的重要方面。人格美是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内在凝聚，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最高表现。它外化为人的言行、仪态，是艺术表现的对象和审美对象，具有审美价值和感召力量。


人情美
 （beau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人际交往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的美。社会美之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缘情”说、“情景”说、“情味”说等都指出艺术作品表现人的丰富、美好的情感才有韵味，才使人产生美感。清龚自珍提出“尊情”说，认为艺术要尊重情感，无拘束地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才能“袭心”，打动人。德国黑格尔认为艺术表现渗透着理智的情感、情致如爱情、友情、母子之情等人情是感动人的普遍力量。人情美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艺术中，都是连结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它在人的社会实践、共同事业、人际交往中形成和发展，并且和理智相互作用，体现了一种价值关系。它表现为人际之间的互敬互爱、互谅互助、团结合作以及对假恶丑事物的憎恶等情感。它显现于人的言行，具有审美价值，是艺术的表现对象。


精神美
 　即“心灵美”。


心灵美
 （beauty of mind）　亦称“精神美”、“内心美”、“灵魂美”。人的精神世界的美。社会美之一。古希腊柏拉图提出“心灵美”一词，认为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谐和一致是最美的境界。又提出“灵魂美”一词，认为灵魂先于人体而独立存在，当它摆脱肉体的桎梏而纯化，便是美的灵魂。德国歌德认为内心美方能经久不衰。中国古代将心灵美称作“内秀”、“性善”、“仁”、“诚”等。墨子认为“务善则美”。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说，认为合乎仁义，充实了真、善和学识的人才是美德之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美善相乐”说，认为经过人为的努力、教育，使人由性恶变成性善的纯粹的人，心灵才是美的。王充认为“实诚”而不“虚妄”的心灵和艺术作品才是美的。心灵美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在长期社会实践和教育、学习、磨炼以及同假、恶、丑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受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道德准则、文化发展状况的制约。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对心灵美有不同的又有相通的衡量标准。包括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崇高的理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等思想意识的美；情感、操守、品德、品格等道德情操的美；进取精神、顽强意志、崇高气节等精神意志的美；高度的文化素养、知识才能、聪明睿智等智慧才能的美。是真、善、美的统一，知、意、情的统一。它是一种内在美，是人的行为美、语言美、仪表美的内在依据和动力。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言论和行动，透露出内心世界的状态，表现着心灵的美，集中体现了社会文明对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的要求。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心灵美的核心。心灵美通过人的言行等具体的感性形态而被人感知，是审美的对象和艺术表现的对象。


行为美
 （beauty of behavior）　人的行为、动作、举止、仪表等的美。社会美之一。先秦孔子主张以“礼”规范人的行为，只有“立于礼”、合乎“礼”的行为才是仁义的美好的行为。美国杜威认为行为是人对环境刺激所作出的反应，人适应、改造环境的行为是有效的行为。西方现代“行为义务论”认为行为的正讹、美丑只被自己的直觉决定，不存在普遍的道德行为标准。审美创造美的外部行为是人的思想、情感、动机、想象、能力等内部行为的外化，是心灵美的表现。个体行为受他所属的群体、社会的行为规范、价值定向的制约，不同时代有不同和相通的内涵。历史唯物论认为，凡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行为是美的；反之则是丑的。个体的行为美表现于生产劳动行为和改造自然、社会行为及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的行为的美，如劳动中克勤克俭、埋头苦干、发明创造，在为正义事业而斗争中不畏强暴、英勇牺牲、献身祖国、坚持真理以及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礼仪待人等美的行为之中。行为美是人性美、人情美、人格美等心灵美的表现形态，是审美和艺术表现的对象。


语言美
 （linguistic beauty）　人际交往中的语言的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指出“一篇美好的言辞并不能抹煞一件坏的行为”，《礼记》谓“言语之美，穆穆皇皇”，为中外“语言美”一词的发端。现代西方美学把语言美扩大为“符号”的美，认为一切艺术乃至现代传媒都是符号，它不仅是表达世界的方式，而且是对世界的认识；或从本体论上把语言视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语言使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语言美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美。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作为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的语言美，认为“言为心声”，要求“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声调美听”，强调语言内蕴的丰富性和音韵之美。作为表达方式的语言美是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的产物，不同时代、民族的人和具有不同文化素养、思想情感、道德品质、语言表现力的个体，其语言美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语言美的内涵是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心灵美，其外在则表现在语词、语音、语法上，基本要求是准确、鲜明、生动以及和气、文雅、谦逊、有礼貌等。准确指语词贴切、发音准确、概念明确、条理清晰、合乎语法逻辑，能确切表达思想情感和事物特征，表现思维、认识的精确性；鲜明指语义明白、态度明朗、心口如一；生动指语言新鲜、丰富、活泼、形象化、性格化，语音悦耳。它们同和气、文雅、谦逊的礼貌语言相辅相成，反映出尊重客观，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的心灵美。广义的语言美有口述语言美，文字、书面语言美和作为艺术符号的艺术语言美，是人际交往和表达思想情感的手段，直接影响人际关系的协调和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日常交际中的语言美属于社会美。口头文学、纸质文学、网络文学等语言艺术的语言美属于文学美。包括人物语言、叙述语言、议论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形象化、个性化。是构成语言艺术表现力、感染力、艺术性的基本要素和形成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艺术语言美属于艺术美。包括各门类艺术运用语言、线条、色彩、形体、音响等物质材料和手法、技巧表现思想、情感的艺术符号的美。


仪表美
 （beauty of appearance and deportment）　亦称“仪态美”。人的容貌、衣饰、举止、态度、风韵等的美。孔子认为君子“不可以不饰”，“不敬无礼”，《礼记》认为“貌色声众有美焉”，指出了容貌、衣饰之美的必要性及其同社会礼仪、人的美质的关系。容貌中的五官、身材、肤色、声音的美属于人体美、自然美和形式美的范畴，既靠先天禀赋，又得后天的锻炼和保养；服饰、发式、表情、姿态、神采和举止、动作、谈吐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等所构成的仪态、风度、风韵的美则属于行为美、语言美、社会美的范畴。这种后天的具有特定社会内容的仪表美是人的长期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通过学习、模仿、自检而成，并受社会习俗的影响。它体现了人的思想品格、道德情操、精神气质、志向理想、格调情趣、智慧学识等心灵美，是心灵美的自然流露。不同时代、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审美习惯，仪表美既有相异又有相通的内容和表现。生活经历、文化素养、性格气质、志向情趣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仪态、风度，表现了各自的个性。仪表、仪态、风度有美丑、雅俗、高下之分，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仪表美是人的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展示人的美和人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以及协调人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人体美
 （physical beauty）　亦称“形体美”。人的形体结构的美。古希腊十分重视人体美，将之称为“身体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身体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柏拉图认为身体的优美与心灵的优美谐和一致是最美的境界。中世纪崇拜神，否定人，人体美也遭到贬抑。欧洲文艺复兴后，人体美重新受到重视，意大利塔索认为人体美在于四肢五官、身材具有一定的比例加上美好悦目的色泽。至19世纪，德国叔本华把人体美视为“一般人类理式”在可感形式上的最充分表现。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不同阶级的人对生活与人生幸福的理解不同，对人体美的观念也不同。天然生成的人体美属于形式美、自然美范畴，是自然界的产物，来自先天的遗传禀赋，是生命进化的最高产物，自然美的最高形态。人体美又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劳动实践和保养、锻炼、修饰、改造自身的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特定时代、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态度，具有社会性。人体美包括两方面，就人的身体外形、体态、容貌而言，由形式美法则决定，要求人体线条挺拔，富于变化，有魅力，四肢五官身材各部分的比例匀称以及肤色、动作、姿态符合约定俗成的类的普遍尺度；就人体美的内质而言，美的人体是健、力、美的统一，展现出人的活泼、勇敢、热情、蓬勃向上等精神状态。人体美的发展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文明的社会环境和美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为人体的日益美化提供了可能性。不同时代、民族、种族的人对人体美的审美标准有同有异。人体美是人的重要的审美对象，能使人愉悦，坚定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信。它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对象，是艺术美的重要源泉。


形体美
 　即“人体美”。


服饰美
 （beauty of apparel）　通过适宜、适时、得体的服装、佩饰所呈现的美。包括衣着服装的美和佩戴饰品的美。孔子主张服饰要有文采，认为衣冠不整有失礼仪，“质胜文则野”，缺乏文化教养。《礼记》认为“裘之裼也，见美也”，“服之袭也，充美也”，在裘服上罩以锦衣便更显其美，并认为“士不衣狐白”，“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服饰可显示人的身份地位。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没有善良之心的人即使穿戴华丽也不美，而女人装饰简朴却是一种美。英国荷迦兹认为皇袍、官服又宽又大，是为了显示其高贵，使人感到庄严、敬畏。俄国普列汉诺夫认为非洲原始氏族的富人佩戴沉重的铁片，贵妇穿不适脚的小鞋，是为了显示其富贵和无须劳动。服装具有保暖、蔽体、舒适、方便等经济实用功能，称作“一次功能”或“基本功能”，同时又有象征、祈福、审美等社会功能，称作“二次功能”或“显示功能”。各种无实用功能的佩饰则主要是二次功能。服饰美基本属于形式美范畴，是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的显现，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个人的审美趣味、审美选择等个性特征。但服饰有华丽与素朴、简约与繁茂、隐蔽与袒露、雅致与卑俗之分，在不同时代、民族、人种、地域、阶层的人和在不同经济、科技条件下的人以及各种个体之间，常有不同或相似的审美标准、审美选择，显示了它的继承性、发展性、变易性和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服饰的显示功能常超越它的实用功能，它显示了人的社会地位、职业身份等，并常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评价和审美态度。各类人的金银玉贝佩饰在发挥祈福、审美功能的同时，真实或虚妄地标示着佩戴者的经济、社会地位，显示了人的性别、年龄的差异。各种性别、年龄乃至各种肤色、体形的人，既约定俗成地对服饰具有大致的要求，又显示了人们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的差异乃至对立。服饰美具有时尚性、流行性，它既被特定时期流行的审美意识所驱使，又被社会强势集团和服饰商人所倡导，并被弱势群体所模仿和接受。服饰美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个人或群体的能动创造性，增强了人的仪表美，推动了社会美、生活美的进化。


环境美
 （environmental beauty）　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美。社会美之一。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的“天地之和”、“天人之和”、“人伦之和”论，现代环境科学中强调的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协调等，都包含了保持、创造环境美的内涵。广义的环境美包括山川草木、气候风物等自然环境的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氛围、风俗习惯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环境的美。狭义的环境美指人们直接生活、学习、工作的场所的美。它既体现在个人家庭、学习、工作环境的布置与美化之中；又体现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美化上，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改造自然、植树造林、保护动物、保持生态平衡，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洁、绿化以及建筑、园林设计的美，等等。环境美是人类根据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和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美的规律所展开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受特定时期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发展状况的制约。它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是心灵美的外化，行为美、语言美在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上的具体体现。它是生态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审美和艺术表现的对象，积极作用于人的情绪、思想，给人以舒适、和谐、愉悦感，影响人们身心的健康发展，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环境美的创造对于改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装潢美
 （decorative beauty）　器物、建筑、书籍等外表的装饰、装帧呈现的美。在中国古代，“装潢”原指书画、册页、碑帖用颜色染制的潢纸进行装裱，以增强艺术效果。英国荷迦兹认为建筑的装潢、装饰须合乎对称、比例并多变化。现代“装潢”范围很广，所用材料也多样，以各种艺术手段构成具象的或抽象的线条、造型、色彩、图案、纹饰，增强装潢的审美价值、审美效果，并常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不同场所、器物的装潢有不同的形式要求和不同的象征性、表现性。装潢美属于形式美范畴，它与装潢对象的内容可以有内在、外在的联系或并无本质的直接的联系。装潢美是艺术构思和技术设计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不同时代、民族、地域和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科技水平、文化积淀以及不同社会习俗、审美观念的人，对装潢美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审美习惯。装潢美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较易于被人们所共同理解和接受。装潢美具有个人或群体的创造性和历史的发展性，可以其自身的美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可以增进装潢对象的美学内涵，可以运用于商品、橱窗陈列、媒体传播等。


艺术美
 （artistic beauty）　存在于一切艺术作品中的美。与“现实美”、“艺术丑”相对。中国古代儒家将艺术称作“乐”或“诗”，主张“文质彬彬”，认为文学艺术是心物感应、言志、缘情的结果，如果将礼、仁与美的形式相结合，达到“和”的境界，便是美的。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诗人以热情和灵感所作成的诗句是美的，将艺术美称作“诗的美”。柏拉图将艺术美称作“作品的美”，认为它来自心灵的聪慧、善良和对“理念”的观照、回忆。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悲剧、音乐等艺术模仿自然，把“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比自然更美，可宣泄情感，陶冶心灵。德国黑格尔首次把美分为“自然美”和“艺术美”，认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只有艺术才能“自我创造”，显现理念，艺术美高于自然美。艺术美是艺术家在审美实践中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对社会生活进行集中、概括、加工、提炼和评价所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意境的美。包括艺术的内容美与形式美，它们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又有相对独立性，各有自己的创造规律、发展规律和独立的审美价值。艺术美的基本问题是艺术家的审美实践、审美意识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艺术美具有客观社会性。它以社会生活为最终源泉，以主体所把握的客体对象的“象”和主体的“意”相融合的审美意象为中介，以一定的物质媒介为手段，表现为艺术的形象系列。它受客观社会生活和人们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制约，随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时代、民族的人创造出不同的艺术美。当它一旦形成以后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和美的形态之一，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制约着人的审美感受。艺术美的实质是人能动创造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的显现，是艺术家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感受、体验、评价和自己的审美情趣、动机、理想，遵循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它比现实美更集中、更强烈、更理想、更美、更带普遍性；它可突破时、空的局限和特定对象的限制，蕴含着艺术家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变形、创造；可根据艺术家自己的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将生活中的丑加以典型概括，使之转化为艺术美，产生独特的审美价值。艺术美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自主性、创造性，表现了艺术家的思想、情感、愿望、才能和独特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艺术美是主客体的统一，再现与表现的统一，真善美、知意情的统一，是现象与本质、偶然性与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集中体现了人的求真向善的本质力量和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创造能力。它的特征是合理的真善内容与和谐形式、形象性与概括性、丰富性与独特性、感染性与功利性、历史发展性与继承性的统一，全人类的超时空的共同性与时代、民族、阶级差异性的统一，以及体现于艺术形象、意境中的情与境、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艺术美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不同门类的艺术，各种门类中的不同体裁、样式，其艺术美既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审美特性，又具有共同的规律。现代艺术正日益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呈现出艺术美与技术美相融合的态势。艺术美体现了艺术这一社会意识形式的主要特征、功能，使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同自然美、社会美相比，它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主要体现和人对现实进行审美把握的最高方式，充分展现了人对美的审辨力和想象力、创造力；它同时又是人的主要审美对象、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美育的主要手段，美感的主要源泉。它以美的内容、形式，美的形象、意境感染人，寓教于乐、动人以情、启人以理，使人在灵魂震撼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教益，激发人改造世界、改造自己，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美化。


意蕴美
 （beauty of implication）　艺术作品蕴含的情志、意趣、精神的美。德国歌德提出“意蕴”说，把艺术作品分为材料、意蕴、形式三个因素，认为艺术作品通过有价值的素材和独特的形式表现出“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才是美的。中国传统美学中论艺术的“精”、“气”、“神”、“意”、“情”、“趣”、“味”以及“仁”、“义”等也指意蕴美。意蕴美是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内在精神的美，包括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内蕴的美、时代精神的美和意境、气韵、格调、风骨的美，艺术形象所体现的情感、意志、品格、气概、神韵的美以及艺术家的性灵、情志、气质、意趣、兴寄的美，体现了人的生命律动、生命活力，给人以启迪、鼓舞和美的享受、熏陶。它是社会生活美的艺术概括和生动表现，是艺术家依据生活形态能动创造的结果，也是艺术家的精神、品格、情志、个性、气质在作品中的自我表现和自然流露，同时又是艺术鉴赏者在感受、体验的基础上经过理解、评判、生发而能动创造的产物，是美的创造者和美的接受者共同创造的美。意蕴美需通过特定的素材、形式加以表现，与艺术形式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它是决定艺术作品、艺术形象审美价值的首要因素。参见“美的内容”。


意境美
 （beauty of artistic conception）　艺术形象中意与境、情与景、心与物交融契合的审美境界。艺术美的基本要素。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意境”一词初见于唐代佛教文献，“意”指忘我、无我的真心，“境”指主体观照的对象世界，“意境”指忘我、无我的真心与外界实境相互融和的瞬间的圆融境界。先秦的“立象以尽意”说、“诗言志”说、“比兴”说，魏晋六朝的“缘情”说、“意象”说等，都反映了意与境交融的境界。唐王昌龄率先将意境引入诗学美学，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指出意境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并指出“景物兼意入兴”、“理入景体”、“景入理体”方为有意境。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思与境谐”说，主张艺术要创造“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情境交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悠远、蕴藉、富有韵味的意境之美。唐以后逐步扬弃了佛教的原意，从“意”与“境”的契合关系探讨艺术意境的创造和审美特性，主张意与境合、情与意谐、意由境生、境由情发，意中见境，境中寓意，创造意与境交融为一的美，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会其意、物我两忘的审美感受。宋代以后，又将意与境的契合关系引申为情与景的交融关系，倡导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这种意境之美有的空灵、含蓄、朦胧，有的实际、显现、畅达，表现出艺术美的不同内涵和风格。近代王国维总结了中国传统意境论，提出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突出了意境美的直观性、表情性、晓畅性、感染性。艺术的意境美是艺术家的心意状态与事物景境相互契合和想象、创造的结晶，凝结于艺术形象之中。欣赏者需通过“悟入”、体验和想象、再创造，方能感悟其美，意境美方能最终完成，并产生审美的效应和超效应。所以意境美是艺术创造者与接受者共同创造的，体现了艺术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生命活力与客体对象景境的相互作用和交融互渗。意境美是各种各类文学艺术美的内核，是其审美价值的核心，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特征和传统之一，显示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民族特色。


形式美
 （formal beauty）　事物外在的形、声、色及其组合结构的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美在形式”，认为事物的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柏拉图最先提出“形式美”概念，认为颜色、声音、线条、形状等形式美可以使感官感到满足，引起快感。中世纪意大利阿奎那认为美有三个要素：完整或完美；适当的比例或和谐；鲜明的色泽。法国笛卡儿认为事物的形式美在于各部分“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英国荷迦兹认为适宜、变化、一致、单纯、错杂和量的彼此矫正、共同合作而产生了美。博克则认为美的原因在于可通过感官来接受的娇小、光滑、变化、圆润、柔弱、鲜明而不刺眼等事物外在的形式特性。现代西方美学对形式美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认为事物的形式结构同人的心理结构有“同形同构”关系，人便能感受其美。英国贝尔认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中国古代美学偏重内容美，但也不忽视形式美。孔子的“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说，南朝谢赫的“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说，沈约的“声病”说，刘勰的“情采”说，以及各种艺术论对文学、绘画、书法、音乐中的语言、笔墨、章法、结构、声律等的研究，都体现了对形式美的重视。形式美普遍存在于自然物、社会物和艺术之中，是美的组成部分。它的要素是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的物质材料、手段，如语言、形状、线条、色泽、声音等和合规律的和谐完整的组织结构。在艺术形式美中还包括运用得体的体裁、样式和新颖独创的手法、技巧。形式美的法则是形式因素之间的对称、均衡、对比、比例、节奏、宾主、参差、奇正、变幻、虚实等合理配置，其基本规律则是多样统一与和谐。形式美是事物形式自身的特性，在人的实践中被人发现、认识、改造，同人的生理、心理结构和审美需要相适应，肯定了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理想，并激起人的想象，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时，才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给人以美感；同时，只有通过实践改造了人的感官、大脑，使之成为能够感受形式美的感官、大脑，形式美才向人生成，对人才有审美的意义和价值。对象的人化和人的感官的人化是形式美产生的前提。艺术形式美是人按照所把握的形式美规律进行能动创造的结果。形式美既有自然性、客观物质性，又有社会性、主体性，是主客体的统一；有时代、民族的差异性、发展性，又有跨越时空的全人类性和共同性、继承性。形式美与内容美之间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各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形式美是事物美被人审美感知的前提，是审美的对象和艺术表现的对象。


声音美
 （beauty of sound）　亦称“乐音美”、“音声美”。物体振动发出声波作用于人的听觉所形成的声音的美。有自然物音声的美和人工创造的乐音的美。自然界的鸟语虫鸣、虎啸马嘶以及人的语言的音色、音调等，与人的生理、心理感受力相协调，激起人的想象，使人产生悦耳心怡的和谐美感，属于自然美范畴。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声乐、器乐通过音响的有机组合所构成的声音美为音乐美，属于艺术美范畴。它既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又激发审美者的思想、情感并对他们产生不同的意义。人在审美中通过听觉器官产生的声音美可引起生理、心理的通感，产生超越声音美的综合美。人的听觉经过中枢神经的联通，产生感觉挪移和联想，引起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的审美通感，产生整体性的形象体验、审美效果，如佛教谓“耳中见色”，古人谓“音中有画”、“音中有诗”。单一的声音只能引起生理的快感，难以引起具有社会内容的美感，甚至听而不闻。只有各种音色、音调、音阶的众声和鸣，形成节奏、旋律、和声，才给人以整体性的美感。


色彩美
 （beauty of color）　物体吸收、发射的光波作用于人的视觉所形成的色彩的美。英国荷迦兹认为色彩美是各种颜色及其浓淡变化在对象上的一种配置，这种配置在任何构图中都是既明显多样，又巧妙统一的。马克思认为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色彩美普遍存在于自然物和人创造的艺术之中。天然生成的蓝天白云、红花绿柳以及人的肤色等的色彩，与人的生理、心理的感受力相协调，激起人的想象，使人产生赏心悦目的美感，属于自然美范畴。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绘画、园林、器用等通过对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调配、组合所构成的色彩美，属于艺术美范畴，它既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又激发审美者的思想、情感。人在审美中通过视觉器官产生的色彩美可经过中枢神经的联通，产生感觉挪移和联想，引起生理、心理的通感，如佛教谓“眼里闻声”，古人谓“画中寓诗韵”、“画里有乐声”。单一的颜色只能引起生理的快感，难以引起具有社会内容的美感，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各种颜色合规律合目的地配置，创造出色泽斑斓的形象，才给人以整体性的美感。


整体美
 （integrative beauty）　审美对象各要素、各部分相互协调、整合所构成的综合性、整体性的美。又称“综合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整体美在于事物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和对立因素的协调、和谐。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美是将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具有整一性，同时又不同于各个部分的美。德国谢林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个别的美是没有的，唯有整体才是美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美在于具有整一性，艺术美在于把外在形象与灵魂的内在生活结合为一种自由、和谐的整体，对美的事物要作辩证的有机的整体性的把握。形式美中的“整一律”、“多样统一律”及中国传统美学中倡导的“和”、“文质彬彬”等都表现了对审美对象、艺术形象整体美的重视。整体美的客观依据是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性，主体条件是生命力的完整性，审美心理的整合性，审美感知的系统性，审美想象的创造性、完形性。它包括单一事物各要素有机整合的美，诸事物相互协调、和谐所构成的综合性的美；事物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的美，事物内容之间，形、声、色、线等形式之间相互协调的美。整体美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对事物整体进行综合考察、整合把握和想象创造的产物，审美只有经过诸感官的综合作用，从整体上把握对象，完整地感受、体验对象的意蕴和形式的美，才能获得充分的整体性的审美享受。


综合美
 　即“整体美”。


科学美
 （scientific beauty）　科学的精神、智慧、成果所呈现的美。古希腊数学家认为“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法国物理学家法德罗意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评价为“这种解释的雅致和美丽是无可争辩的”，是20世纪数学物理学的“最优美的纪念碑”。科学美主要体现在：（1）科学精神的美，如执著追求真理的求真向善精神的美，以实践、实验、实证为真理标准的唯实精神的美，独立思考、排除盲从的理性精神的美，富于独创性、原创性的创新精神的美，服务社会、人类的人文关怀精神的美等。（2）科学智慧的美，如科学观察、实验、预见、假设中的创造性思维和直觉、想象的灵感思维，表现出科学家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睿智才能的美。（3）科学成果的美，如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自然、社会的内在美，科学语言、理论、公式、符号的精确性、逻辑性、简明性和意蕴丰富性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的美，科学创造的器物、公式、形式、图像的对称、对比、比例、秩序所构成的具有完整性、鲜明性、和谐性的形式美等。科学构成了人与现实的认识关系、实践改造关系和一种特殊的审美关系。科学美是人按照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自由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对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能激发人的理性升华和唤起人的审美愉悦，并且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动力和手段，能促进艺术的现代化。美学界对科学美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科学发现的美只是自然美的存在形态，并未创造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理论、成果形式只具有理性内容和实用价值，本身并无审美价值；对科学及其成果的赞美只是一种科学的论断，并非情感判断，不存在科学美。有的认为美以真、善为前提，科学求真向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科学内容与形式既揭示了自然、社会的内在美，又展示了其形式美，合乎人的审美需求，科学美是美的一种特殊形态。


技术美
 （technical beauty）　运用技术手段并掺和着艺术手段对客体对象加工制作所呈现的美。在中外古代便出现了手工业时代技术精湛、艺术高超的技术美。技术美主要表现在：（1）技术操作、技术设计、技术革新、技术发明过程中创造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者的操作技艺、姿态、动作的美和创新精神、智慧才能的美；（2）将技术与艺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所创造的技术产品的美和生产生活环境的美；（3）继承、发展传统工艺所创造的手工艺技术的美；（4）在技术与艺术的统一中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所创造的饱含技术含量的现代艺术的美。技术美是人按照物种尺度、人的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自由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对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能激发人的理性升华和唤起人的审美愉悦，并且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动力和手段，能促进艺术的现代化。它具有实用性、观赏性和新颖性、时代性、流行性等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发展，技术美的具体形态和内涵也不断丰富、发展，并逐步形成新时代的技术文化。


具象美
 （concrete beauty）　亦称“形象美”。“抽象美”的对称。具体可感的形象的美。在传统美学中被视为美尤其是艺术美的基本要素和美感的前提。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绘画把人的精神画到“美的形象”之中，才能使作品更加逼真。古罗马朗吉弩斯认为诗人恰当地“运用形象”，使人惊心动魄，才能影响人们的情感。德国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显现理念能唤起人美感的便是具体感性的完善的形象。中国古代美学把“象”视为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把有意蕴的具象美视为美的基本要素。《易传》提出“立象以尽意”说，认为创造具体可感的美的形象，更能充分地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南朝梁刘勰提出“意象”论，认为艺术创作要在胸中孕育出主体的心意与客体的形象相融合的审美意象，才能创造出美的形象、艺术意象。唐殷璠提出“兴象”说，主张通过具体感性的美的形象，表现艺术家由外物触发所形成的审美意趣。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象外之象”说，主张艺术创作既要描绘明晰可感的美的形象，又能激发人的想象和再创造，获得超越具体形象的审美意象和飘忽空灵的美的意境。具象美的基本特征是形象性、具体可感性、表现性、丰富多样性和唤起人的审美感受、审美再创造。有单一形象的单象美和众多形象有机组合的群象美。自然物的具象美以其形状、线条、声音、色彩等形式因素组合成美的形象，艺术中的具象美集中体现于艺术形象之中，有象形的和局部变形的两种，它们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渗透着主体的审美意识并表现了主体的思想情感，是意中寓象，象中寓意。具象美是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唤起人的审美活动和美感的前提。只有当客体形象被人所感知和改造，激起人的想象、情感活动和创造活动，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对人才具有审美的价值。


形象美
 　即“具象美”。


抽象美
 （abstract beauty）　“具象美”的对称。排除了客观事物的象形，凭文字、线、点、面、块、色彩等抽象形式组合以表现特定观念、感觉、印象所体现出的美。“抽象”在拉丁语中有“抽取”和“汲引”双重含义。在英语中，作为形容词，是指“脱离物质的”、“不具体的”；用作动词，解为“取其本质”或“摘要”。抽象美是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往往从具象、象形中发展、演化而来，如我国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中陶器和美洲印第安人陶器的造型、几何图案，就是从对动植物等具象摹拟中抽象出来的几何图案。从摹拟到抽象的演化是一种质的转变。抽象美的因素在许多艺术中都存在，如我国书画同源，书法就是具象的抽象化，而古诗词中的格律、戏曲中的程式、国画中的线点结构——“笔墨”，则是具象美与抽象美的结合。西方19世纪以前的艺术基本上属于具象美，从19世纪末开始的后期印象派、表现主义、立方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艺术流派一反以往重理性和写实的传统，表现抽象美的抽象艺术成为重要的艺术潮流。德国沃林格提出“抽象与移情作用”说，认为原始美术和东方美术是从抽象冲动出发的，其风格特征在于空间效果被压抑，超越对象世界而表现单一形态。康定斯基主张艺术创作可以离开可视的客观现实，以抽象的造型语言（点、线、面、色彩等）表现艺术家主观情感和内心世界。抽象艺术内容上表现抽象的哲理、人生的感悟和奇异的感觉、印象、梦境，形式上重极度的夸张、简化、变形，有助于扩展艺术表现领域和表现手段的多样化。抽象美给人们的印象是广阔、深远、无限、朦胧，能激起人的想象、追索、体味、补充。抽象美的应用范围广阔，如广告、日用品设计、工业品造型等方面都十分重视抽象美。美学界有人认为“抽象美”这个概念是反审美的，抽象的东西谈不上美丑。有人认为“抽象”是与“具象”、“象形”相对而言，抽象美缺乏象形性，却并非全无形象，只是用来指称一种不描摹现实物象的艺术形象的美。


素朴美
 （naive beauty）　亦称“质朴美”、“本色美”。事物的质朴、自然、本色之美。与“雕饰美”相对。中国古代美学较推崇素朴美。南朝宋鲍照首先区分了自然（素朴）与雕饰，指出谢灵运的诗“自然”，颜延之的诗“雕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极力推崇素朴之美，认为“自然最妙”。唐李白亦重素朴美，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句。宋苏轼认为素朴美是由艺术上的“老”、“熟”达到的自然、纯朴，由绚烂之极而“乃造平淡”。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既简单而又美”是修养成熟之后达到的炉火纯青。素朴美是人的素朴本真、坦荡自然的内在本质的对象化，其特征是自然、本色、质朴、纯真、清新活泼、平易近人。它是艺术美的表现形态之一，又是自然美、社会美的特性之一，如质朴无华的山丘树木，心胸坦荡的人，不着意雕饰的生活用具等。它在内容上真实、真诚、不伪饰，在形式上平实凝练、不雕琢，使人易于把握其真与善的本质特征，获得美的感受。


雕饰美
 （ornamental beauty）　亦称“雕琢美”。经过人工着意雕琢、点缀、装饰而呈现的绮丽、华美。与“素朴美”相对。南朝宋鲍照称谢灵运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延之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通过比喻的方式区分了雕饰美与素朴美。宋姜夔认为“雕刻伤气”，但不雕饰又“鄙而不精巧”。清刘熙载在《艺概》中主张这两种美应“相济有功”。在西方美学史上，一般较推重素朴美，但并不排斥雕饰美，如英国荷迦兹认为通过着意“装饰”，使形式适宜、变化，便可使人快乐；德国莱辛主张诗歌要“化美为媚”，细腻描绘女子的形体、媚态，便可引人入胜。雕饰美是人着意装饰渲染、精雕细琢的结果，主要表现于形式的绮丽、华诞、工整、典雅、纤细、浓艳，适应了人的审美需要，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它有时与特定内容相分离，属于外在表层形式的美，不直接影响内容，如装潢、装饰、装帧以及各种装饰性、观赏性艺术，常以形式的雕饰、华美取胜，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效应；有时与特定内容紧密相连，通过形式上的雕饰表现特定的内容。形式主义地片面追求形式，往往会损害内容的表现。


朦胧美
 （hazy beauty）　形象所表现的概念、意蕴不确定，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朦胧含蓄的美。其特征是用朦胧模糊的形式来表现含蓄、多义的内容，使欣赏者通过猜测和想象获得某种审美享受。中国古代艺术贵虚，魏晋南北朝时已开始重视艺术的朦胧美。《世说新语》中记载“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说“隐之为体”，“优采潜发”，钟嵘《诗品》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及后人说的“水中月，镜中花”等，都是追求一种朦胧蕴藉的美。现代中外艺术追求朦胧、抽象等，也试图达到朦胧美的效果。在自然界中，水光山色的空濛迷茫，月光下人体的模糊恍惚等即为自然物的朦胧美，具有虚实相生，诱发人的想象活动的特征。艺术作品中的朦胧美有特殊的地位，表现于内容的是意蕴的模糊、多义、抽象、含蓄蕴藉不直露，表现于形式多用比兴、象征、隐喻、暗喻、变形、变声、变色等手法和语言、形、色、声及其组合的模糊不确定、离奇超常，使人难以通过直观和按常理加以理解，必须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进行猜测、推断、理解，才能大致领略其真实的含义和内在的美。艺术的朦胧美集中体现于艺术形象系列和特定意境之中。它既可以激起人的探究心理，使人在似明白又模糊中得到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又可以激起人的想象，创造出朦胧而悠远的意境。朦胧美并不是空洞无物，故弄玄虚，晦涩难懂，使人莫知所云。


狞厉美
 （grotesque beauty）　事物狰狞、怪诞、可怖而能唤起人想象和神秘感、崇高感的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他认为中国古代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和造型给人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它是一些变形的、风格化的、幻想的、怪诞的、可怖的动物形象，既体现了早期宗法社会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是统治者想象编造出来的“祯祥”标记和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在想象中被赋予巨大的原始力量，成了神秘、恐怖、威严的象征，又以其沉着、坚实的造型，雄健的线条和深沉凸出的刻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并且成了一种保护的神祇。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所凝聚的怪异狞厉的形象，在狞厉可怖的神秘威力中积淀着一种深沉的历史力量和超人力量，给人以美和崇高的感受。这种形象中仍然保持着早期人类真实的稚气，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蕴涵着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原始、天真、拙朴的美。狞厉美在人类文明发达以后，在现代艺术中时有表现，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评价和喜爱。


美化
 （beautification）　审美创造美活动中，使潜在美变成显现的美、不美的变成美的、美的变成更美的或使丑的变成看似美的一种改造、加工的方法、手段和过程。与“丑化”相对。它体现了人的审美创造美的需要和能力，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能动过程，是审美理想在创造行为上的实现。有四种形态：（1）通过集中、概括、提炼、渲染、夸张，将本来美好的事物加以典型化，突出、强化其中美好的因素，使之更美；（2）通过发隐抉微，艺术加工，将潜在的、可能的美开掘、展现出来，使之成为现实的、显现的美，或将原来不甚美的事物变成较美的事物；（3）通过掩饰、扭曲、变形，将本来不美甚至丑的事物加以粉饰，以丑充美；（4）在美的理想指导下对丑的事物加以改造，化丑为美。美化是有目的的创造行为，包括自然界、社会物和艺术的美化，有内质的美化和外形的美化。合理的美化需遵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审美特性和发展规律，掌握一定的艺术手法，并以一定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为指导，是按照美的规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使世界臻于完美的手段之一，是艺术创造，美的形象、意境创造的手法之一。不合理的美化是掩盖事实真相，歪曲事物特性以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


丑化
 （uglification）　与“美化”相对。审美创造美中，把美加以歪曲、贬低，使之变成丑的，或揭露丑的本质，使之愈显其丑的方法、手段和过程。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音乐等艺术的教育可以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丑化作为人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一定的目的。它有四种形态：（1）通过集中、概括、渲染、夸张，将本来丑的、恶的事物加以典型化，突出、强化其中丑的或恶的因素，揭示其丑的或恶的本质，使之更丑；（2）通过发隐抉微，将潜在的、可能的丑开掘、展现出来，使之成为现实的、显现的丑，或将原来不甚丑的事物变成较丑的事物；（3）在现代艺术、幽默艺术或语言戏谑中，故意扭曲、丑化对象的某些外部特征，以反衬、突出、强化其内质的美；（4）通过歪曲、捏造，把本来不丑甚至美的事物加以任意改变，描绘成丑的。丑化是艺术创造尤其是喜剧、漫画等讽刺作品中揭示事物丑的或恶的本质的手段之一，需遵循事物自身所具备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并需掌握一定的艺术手段、手法。出于特定目的将美的事物丑化，则违背人的求真向善爱美的本性。


美学范畴
 （aesthetic category）　美学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范围和学科框架。由于美学主要研究人的审美和艺术的本质、特征、规律，故又称“审美范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范畴”（Kafegoria）概念，认为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不同方面、特征进行分析、归类而得出的若干基本概念，以确定各个学科的对象范围，并具体论述了美、丑、悲剧性、喜剧性、滑稽等美学范畴。古罗马朗吉弩斯提出了“崇高”范畴。德国康德将范畴视为主观先验的独立于经验的原则或概念，论述了美、丑、崇高、喜剧性等范畴。黑格尔全面论述了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幽默、滑稽、讽刺、怪诞、静穆、优美等美学范畴。现代西方美学中，有人将“符号”、“符码”、“语言”、“表现力”、“有效性”、“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形象思维”等列入美学范畴。美学范畴大致有三个层次：（1）美学的哲学基础范畴，如实践、存在、自然、自由、感性、理性、经验、语言等；（2）美学的基本范畴，如美、艺术、形式、情趣、和谐、美育等；（3）审美、艺术与美相关的具体范畴，如优美、典雅、崇高、幽默、悲剧性、喜剧性、丑、荒诞以及再现、表现、象征、现代性、后现代性等。中国传统美学有自身独特的范畴，如道、气、象、神、美、和、心性、韵味、意境等。美学范畴是人类在审美、创造美的实践基础上对事物审美特性和主体审美活动、审美意识进行科学概括的结果，是认识发展的历史产物，随着实践、认识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化、精确化。各种范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生成中的，它们取决于人同现实的审美关系，都同审美、美的创造、美感相互联系，直接或间接地肯定美、影响美或否定美。美学范畴是美学科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把握各种美学范畴的内涵、审美特征及其内在的联系，可以使人们站在理性的高度从事审美、创造美的实践，并使美学本身丰富化、系统化、缜密化。对于美学范畴，美学界有不同的见解：（1）关于美学范畴名称。有的将之称作“美的范畴”，认为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幽默、怪诞等都与美密切联系，可以转化为美感，是美的各种特殊形态；有的认为它实为“审美范畴”，各种范畴都是人的审美实践的产物，是人的不同审美感受，都是审美的各种特殊表现。（2）关于美学范畴的分类。有的认为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是美学的基本范畴概念，其他各种范畴概念只是它们的衍生物；有的认为美学范畴是发展的，无止境的，除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基本范畴外，还应包括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尺度、审美意象、形象思维等多种范畴；有的将内在美、外在美等美的构成，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美的形态，也纳入美学范畴；有的认为美、丑、崇高等是主观的产物，并无客观的标准、尺度，主张以美感、丑感等主观审美感受以及“趣味”、“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审美判断”、“表现力”、“创造力”等来取代历史上已存在的美学范畴；有的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主张从审美对象的不同审美特性将美学范畴分为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幽默、滑稽、诙谐、讽刺、怪诞、典雅、俚俗、符号等。


审美范畴
 　即“美学范畴”。对美学范畴的另一种界定。详“美学范畴”。


美学范式
 　亦称“美学范型”。公认的美学的理论、概念、范畴。当范式被认定或约定俗成以后，具有相对稳定性，又有历史发展性。当新的理论、概念、范畴替代旧的理论、概念、范畴，或原有理论、概念、范畴的内涵被丰富化，标志着美学范式的进化和美学学科的发展。美学范式在一定时期内制约、规定着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研究的方法、途径和价值、信念。美学范式与其他学科的范式如哲学范式、文艺学范式等的交融、互补，推动了美学学科的发展。中西美学有不同的范式，西方有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中国有道、气、象、和、心性、意境等，构成了各自美学的传统和特色。


美学范型
 　即“美学范式”。


美学符号
 （aesthetic symbol）　美学上指表示事物特征和事物相互联系的标志、标记。具有简明、丰富、清晰、变化、生动、表意、象征等特征。在人的长期实践中把握事物特征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后形成。现代美学把符号引入美学、文艺学，用美学符号论变革美学，如西方分析美学等学派把美学中各种传统的理论、概念、范畴视为特定的符号系统，如“美”；以美学符号论探索艺术的起源，主张艺术起源于原始人用形象符号或抽象符号表示某种意义和传达信息，原始艺术形象是一种情感符号体系；以美学符号论探讨审美的特征和艺术的本质，如符号论美学认为人除了有感应系统和效应系统之外，还有标示审美经验的符号系统，人创造美的活动是种符号活动，艺术是人创造出来的可以直观的符号形式，是表现艺术所意识到的人类情感、生命的完整的表象符号。这些学说都强调了情感符号对于美学、审美和艺术创造的本原意义。


优美
 （grace）　亦称“秀美”、“阴柔美”等。事物纤巧、雅致、秀婉、柔和的审美形态。美学范畴之一。与“壮美”、“阳刚美”、“崇高”相对。中国古代的“秀丽”、“婉约”、“纤巧”、“绮丽”、“秀婉”、“纤丽”等与优美相通。近代王国维首先提出“优美”概念，并与“壮美”相对应。认为“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人间词话》四）古希腊、罗马的柏拉图、朗吉弩斯等已提到“优美”概念，但与“美”等同，并与“崇高”、“壮美”并提或对应。英国博克也将优美纳入“美”的范畴，认为美或优美属于姿态和动作等外形特征，如对象要姣小、平滑、轻巧、有变化，给人以快感，反之则是崇高或丑。德国康德开始将优美列为独立范畴，认为优美不给人带来压抑，是一种促进生命，使生命处于放松状态的感觉。席勒认为优美是人处于松弛、自由、和谐状态中的融合性的美。里普斯对优美作了界定，认为凡不是猛烈、粗暴、强霸的，而是以柔和、稳静的本色侵袭我们的，便是优美的。英国李斯托威尔认为优美是对象处于不费力、无阻碍的运动之中，使我们产生了纯粹的无冲突、无痛苦、无混杂的喜悦。优美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发现和创造的审美特性，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以及内容美、形式美中有其各自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对人的平和、友爱、坦荡、自由、富于创造性等本质力量的确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其形式一般较为细致、稳定、柔和、对称、均衡、光滑、圆润、轻盈、灵巧，无剧变。其最基本特性是和谐，一方面体现在主客体的统一关系中，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浑然交融，产生单纯、柔和、平静、舒展的感受，使人心旷神怡，不带突兀感、惊惧感；另一方面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关系上，合乎形式美规律的外观形式与真、善、美的内容相互谐调。它是人在审美中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是艺术表现的对象。


秀美
 　即“优美”。


秀丽
 　与“优美”相通。见“优美”。


优雅
 　优美与典雅的合称。见“优美”、“典雅”。


典雅
 （elegance）　事物纯正、高雅、庄重、典奥的审美形态。美学范畴之一。与“俚俗”、“浅陋”相对。汉王充《论衡·自纪》：“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指赋、颂高雅、深邃、不浅俗，难透彻其意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称典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典雅”列为诗歌艺术的一品，其特点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明谢榛提倡“古雅”风格，与雄浑、秀拔、壮丽、清逸等并列。这些论述都表现了中国古代美学家、艺术家重典雅、轻鄙俗的审美趣味。欧洲古典主义艺术家也推崇典雅，如法国布瓦洛在《诗的艺术》等著作中认为，“最不典雅的文体也有其典雅的要求”，悲剧应是“高雅”的文体。典雅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创造的，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以及内容美、形式美中有不同的表现。梅、兰、竹、菊等自然物的人化，人的雅致的谈吐、举止、风度，建筑、用具的高雅等，都是人的高雅、纯正的品格、学识、趣味的显现。艺术的典雅在内容上表现为纯正、高尚、深奥、重典据，形式上表现为文雅、细腻、端庄、淡雅、古朴，或浓烈、富丽而不粗鄙，具有文质彬彬、古色古香的气派，人须经理智思索才能感受其美。典雅与“美”相通，在优美、壮美的事物中显现出典雅不俗的品格，并与“崇高”、“悲剧性”、“幽默”、“诙谐”等相联系、相适应，这些范畴都可具有典雅的审美特性。典雅与俚俗相对，又可相互统一，达到雅俗互见、雅俗共赏。


俚俗
 （vulgarity）　事物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易于被人欣赏和接受的审美形态。美学范畴之一。与“典雅”相对。中国古代重雅，称通俗为“俚”或“俗”。《商君书·更法》：“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汉书·司马迁列传》：“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但不一概排斥俗，孔子编《诗经》，“风”、“雅”、“颂”俱收，雅俗并存。明王骥德认为俳谐之曲既不能太雅，也不能太俗，“须以俗为雅”。清李渔认为词曲本之街谈巷议，传奇为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应“贵浅不贵深”。文学艺术的历史经历了由俗而雅，再雅俗并存、互见的历程。俚俗有俚语、俚歌、俗乐、俗戏、俗文学等。俚俗不同于鄙俗、庸俗、俗套。它在内容上须真诚、坦率、自然、显现，不深藏、晦涩、矫揉造作，更不媚俗、低俗，形式上须生动活泼、通俗明白、大众化，不典奥，不粗陋，易于被文化层次较低者接受，文化层次较高者也喜闻乐见，达到雅俗共赏。俚俗既表现于日常口语、书面语言之中，也表现于文艺作品之中。通俗文艺的形象、画面或语词若新颖、生动，好看好听，易懂易记，不落俗套，便有强大的生命力。


丑
 （ugliness）　事物歪曲人的本质力量，违背人的目的、需要的畸形、片面、怪异，令人不快、厌恶的审美形态。美学范畴之一。与“美”相对。人类对丑的意识与对美的意识是在比较中发生的。中国先秦时期已有“丑”的概念。《左传》称“恶直丑正”、“丑类恶物”，是作为动词和形容词。老子将丑称为“恶”，认为美（善）与丑（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汉代《淮南子》认为“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指出同一事物中有美的因素，又有丑的因素。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丑与恶是一致的，都是同人的功用目的相违背的事物特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丑与恶有别，它不是指一切恶，而是指丑陋、错误、怪诞、滑稽，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英国休谟认为没有实在的丑，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丑是令人心灵不安、痛苦的主观反应的产物。博克则认为丑是客观存在的巨大、粗糙、剧变，但不使人恐惧的事物属性。德国黑格尔认为丑是不能显现“理念”的、缺乏生命、生气，令人不快的事物。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是一种客观现象，是事物正常发展的变态、病态、畸形。1853年，罗森克兰兹在《丑的美学》中认为丑与美不仅对立而且并列，应属于美学理论范围，艺术表现丑应突出它的特征和本质。从此，丑正式成为一种审美形态。在现代西方美学中，有人认为在人的社会性之外还有人的动物性，表现为各种无意识的本能欲望，成为产生丑的生理根源，因此丑同美、崇高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主观反应的结果，或认为丑与恶一样，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于是在艺术创作中出现大量对于丑的描绘，甚至出现以丑代美的趋势。丑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发现、认识、评价并加以艺术表现的，是社会人生的负面价值，是对美的否定，同美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它是一种畸形、片面、怪异的具体可感的形象，既存在于自然物、社会物，又存在于艺术之中。由于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歪曲、畸形、变态的形象体现，是与社会发展、人的实践目的、需要、愿望以及生理感受力相背反的事物特性，所以引起人的反感、痛感、嫌弃。丑既表现于事物的内容，如质地的低劣、品格的卑下，对人有害无益，又表现于事物的形式，如形状的怪异、声音的嘈杂，色彩、线条的纷乱无绪，违背形式美规律，它们都违背了事物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这种内在的丑与外在的丑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有的事物内外俱丑，有的事物则内丑外美，或内美外丑，它们往往共存于同一事物之中，反映了事物的不同特性。丑与假、恶有着内在的联系，构成事物的否定价值，但丑的不一定虚假，也不一定凶恶，它们又有着范围、程度的区别。丑在审美中使人产生丑感，与“美感”相对立。在美的创造、艺术创造中，可以通过典型化，真实地表现丑来揭露、否定丑，或以丑为背景烘托、反衬美，间接地肯定美，也可以在美的理想指导下，通过艺术加工，将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创造有个性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美的形象、意境。人认识丑是为了克服丑，在同丑的斗争中肯定美，创造美，发展美。


丑恶
 （hideosity）　事物既丑又恶的本质、特征。在中国古汉语中，“丑”与“恶”有相通的内涵，“丑”既指外形丑陋，又指恶劣、羞耻、憎恶、怪异等事物特征和人对它的审美、审丑的感受、评价。“恶”有“坏”、“凶恶”、“污秽”、“憎恨”、“羞耻”、“惭愧”等多义；有时亦指“丑”。后世将“丑”与“恶”并列，既指人、事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丑陋，又指人、事的虚伪、凶恶、污浊，都是对真、善、美的否定，都是与人的本质、意愿相背反的事物特征。“丑”与“恶”相联系，又有性质、程度的差异，外形丑的事物其内质不一定恶，恶的事物在外形上不一定丑，而“丑恶”则是既丑又恶，比丑更强烈，更具否定的政治伦理内涵。同时，“丑恶”又是一种将审美评价与道德评价相融合的主观感受、体验、评价，体现了对违背人的实践目的、扭曲人的本质的事物的否定、摒弃。


现实丑
 （ugliness of the reality）　现实生活中的丑。与“现实美”相对。包括自然丑与社会丑。自然丑是天然生成的自然物的丑，如枯枝败叶、穷山恶水、怪异动物、病态人体等，表现为畸形、衰败、怪诞、无序、不匀称、不协调、不合比例等，主要偏重于形式方面的丑陋。社会丑是人为的社会事物的丑，包括人的思想言行的丑和社会器物的丑，如虚伪、贪婪、嫉妒、散漫、恶语、丑行以及破败的建筑、器具等，表现为怪异、荒唐、卑劣、粗陋、损坏、杂乱等。它们都与美相对立，又常与美相依共存，是不合目的与不合规律的统一体，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扭曲和损坏，给人以丑感、痛感、厌恶感。现实丑是历史发展的，它既可以被人克服、改造，又可能产生新的丑。不同时代、民族的人和具有不同审美态度、审美标准的人，对现实丑有不同的感受、评价。但求真向善爱美是人的本性，人们对现实丑又有相似相近的审美标准。现实丑是人性健全的人在审美、审丑中所共弃的对象，人们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克服丑、改造丑、创造美、发展美。在艺术创作中，经过艺术的概括和对现实丑的揭露、批判，现实丑可以转化为艺术的美。


艺术丑
 （artistic ugliness）　艺术中的丑。与“艺术美”相对。有丑的艺术和艺术表现的丑两种形态。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淫乐”、“邪音”、“郑声”、“缛文”，均属于丑的艺术，与“和乐”、“雅音”、“正声”、“美文”相对立。丑的艺术或内容、形式俱丑，或内容有美的因素而形式拙劣、丑陋，或内容丑恶而形式有美的成分。艺术若无批判地展示丑、赞扬丑、美丑不分、美丑颠倒、以丑代美、以丑为美，便给人以丑感、痛感、嫌弃厌恶感。艺术表现的丑是对自然、社会生活中的丑和人物的丑的艺术描绘、概括、揭露、批判、摒弃，表现为以丑衬美或化丑为美的艺术形象，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艺术的美，或使人透过丑的对象联想到美，推动人去否定丑，追求美，创造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丑的事物能引起人的痛感，但艺术惟妙惟肖地描绘丑、否定丑，却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法国布瓦洛认为艺术借助生花妙笔，可以将丑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德国莱辛认为艺术可以作为丑的“摹本”，但不应为了丑本身而去描绘、展示丑，却可以利用丑去产生和加强与喜剧性、可笑性、可怖性相伴随的审美情感。艺术表现的丑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在作品中表现美与丑的对立、斗争，如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作品描绘丑的形象，用以褒美贬丑；或侧重塑造丑的形象，如戏剧中的丑角，漫画中的丑的形象，罗丹的雕塑《老妓》等，艺术家以合理的审美理想进行审丑，通过表现丑而揭示丑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丑的本质特征，引导人否定丑，向往美。艺术丑的两种不同形态和两种不同表现方式，产生不同的审美效应。人们通过否定丑的艺术而追求、创造美的艺术和艺术的美；通过鉴赏艺术表现的丑则否定丑和产生丑的社会历史根源。


壮美
 （magnificence）　亦称“雄伟”、“雄浑”、“阳刚美”。事物雄壮、粗犷、刚健、豪放的审美形态。美学范畴之一。与“优美”、“阴柔美”相对。古罗马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曾论述到“雄伟”、“恢宏”、“遒劲”等审美特性，但主要指文章布局、结构、修辞、风格的美，也包括文词的思想光辉。唐司空图所说的“雄浑”、“劲健”、“豪放”，清姚鼐所说的“阳与刚之美”，都与壮美相通。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壮美”一词：“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但其内涵近于康德的“崇高”观。壮美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发现和创造的审美特性，是对人的刚强、劲健、豪迈等本质力量的确证，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以及内容美、形式美中有其各自的具体表现形态，如凌空彩虹、奔腾骏马、百尺飞瀑等自然物，人的豪迈、雄健的言谈举止，宏伟壮丽的建筑等社会物，艺术作品中的英勇、豪放的人物性格，恢宏的艺术结构，刚劲有力的艺术语言，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壮美的特色。它在内容上体现了人的刚健、豪迈的气概，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形式上表现为粗犷、硕大、高亢、铿锵等特征，给人以强烈的刺激，比优美更加震撼人心，激起人愉快与振奋相混合的情绪体验。美学史上，人们对壮美有不同的界定。有的认为壮美即崇高；有的认为壮美不像崇高那样由恐惧和痛苦转化而来，也不像崇高那样突破均衡、比例、和谐等形式规律，给人以突兀感、恐惧感。它是美的一种表现，是人在审美中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和艺术表现的对象。


崇高
 （sublime）　事物形体上巨大有力或精神上伟大雄浑，令人震惊、崇敬、神往的审美形态。美学范畴之一。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认为具有阳刚之气、粗犷尚武、振奋人心的作品是崇高的。古罗马朗吉弩斯最早提出崇高概念，认为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激动的情感，高雅的措辞，堂皇宏伟的结构是崇高的来源和特征，但他主要是从修辞学角度论崇高。英国博克开始把崇高与美并列为美学范畴，认为崇高是有巨大的力量、广袤的体积，令人恐惧，但并未直接威胁人安全的事物特性。德国康德进一步从哲学上分析了崇高与美的差异，认为崇高有数学的崇高，如高山大海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其特点是“绝对大”或“无限大”，不可比较，不可战胜，令人恐怖，但人的理性又产生超越感官尺度和抗拒恐怖的能力，在内心里唤起自己的力量和对对象的优越感，于是才感到对象是崇高的。黑格尔从“理念”说出发，认为崇高是“观念压倒形式”，是绝对理念大于感性形式。英国布拉德雷认为崇高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精神上或物质上的伟大，我们在想象的同情中与这种伟大契合一致。中国先秦时期就有“崇高”概念。如《国语·楚语上》：“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主要指建筑的高耸。儒家以“大”这一概念代崇高，主要指人的品德、精神、业绩的伟大，如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轲还对“美”和“大”加以区分：“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崇高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发现、创造的审美特性，是人的本质力量克服异己力量的压抑而得到高扬的显现。有物体的崇高与精神的崇高。物体的崇高如自然物、社会物质产品等的崇高，在形式上表现为高大、广阔、粗犷、挺拔等形态和磅礴、突兀等不可阻抑的气势，往往突破了均衡、比例、节奏、和谐等形式美规律，在性质上表现为刚强、有力、坚韧，具有超凡的物质力量，使人震慑、惊惧，但它又在人的实践中被人发现、征服、创造，对人有益无害，并且确证了人的巨大威力，使人不仅超越了对象，也超越了审美者自身，因而使人惊喜、感奋。这种崇高是事物非凡的自然属性、物质属性与充溢着深刻社会内容的社会属性的统一，客体与主体的矛盾统一，是人的物质力量、精神力量的最高体现和象征。精神的崇高是人在为进步事业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博大胸怀、坚强意志、非凡才能和勇敢行为等高尚、伟大的思想、品格、行为以及辉煌的业绩，使人信服、赞叹、神往、感奋。崇高是崇高感的源泉，是使人在对崇高事物的体验、叹服、效仿中对人类本性产生自信，让人性日益完善的巨大动力。表现崇高，塑造崇高的形象是艺术的职责，以其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力量催人自新，推动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创造美、发展美。


悲壮
 （solemn and stirring）　事物悲痛壮烈、激昂慷慨的审美形态。悲剧性的表现形态之一。《后汉书·祢衡传》：“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唐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称“悲慨”：“壮士拂剑，浩然弥哀。”都是指对象自身和感受者的悲怆、悲慨、悲壮之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表现优于一般人的人遭到不应有的厄运，能唤起人的悲壮、悲悯、畏惧之情，并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悲壮是以刚健遒劲的形式表现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遭到挫折、精神受到压抑时所唤起的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情绪体验，是悲剧性的、崇高的、壮美的事物的特征。现实生活中的悲壮来源于人同自然、邪恶所作的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斗争事迹。艺术中的悲壮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中悲壮的感受，体验和集中、概括、加工、提炼，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是艺术风格之一，能发人深思，激人奋斗，唤起人的悲怆感、崇高感、壮美感混合的审美感受。


戏剧性
 （dramatic）　生活和艺术中充满戏剧冲突，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审美特性和艺术感染力。小说、戏剧、电影等叙事作品一般都有程度不同的戏剧冲突，由冲突形成故事情节，并在冲突与情节中展开人物性格。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即已把情节看成是悲剧的第一个组成成分，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戏剧性情节不仅要有完整的布局，而且随着冲突的开展而发展，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组成部分。戏剧性由相互矛盾、对立的社会力量、思想观念的斗争形成。其中有外在言行的冲突和内在思想情感意志的冲突；有必然性的冲突和偶然性的冲突；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和可缓解的冲突；有正剧性、悲剧性、喜剧性、悲喜剧性冲突等。由这些冲突所构成的戏剧性，可推演丰富复杂的情节，展示人物的性格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引人入胜。易于为受众所接受，产生强烈的戏剧性审美效果。


悲剧性
 （tragic）　顺应历史必然要求或具有肯定素质的社会力量，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必然的失败、毁灭，从而激起人哀怜、悲痛、同情的审美形态。其特点是悲，故又称“悲”。美学范畴之一。与“喜剧性”相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早论述了悲剧性的特征。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其悲剧性在于模仿“优于实际的人的行动”，这种人境遇不良或有过失，不可避免地遭到不应有的厄运，从而引起人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使人所固有的这种情绪得到宣泄，由痛感转为快感，心灵得以陶冶、净化。此后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说、“好人受过”说、“个人过失”说、“偶然境遇”说等，大多是这一理论的引申和发展，并强化了悲剧性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德国黑格尔运用矛盾冲突的学说探讨悲剧性的实质，认为悲剧性的根源不在于个人过失或善与恶的斗争，而在于理念的分裂，在于两种各自具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的精神力量所发生的具有必然性的矛盾冲突。结果两败俱伤，克服了片面性，矛盾得到和解，达到了新的和谐，“永恒的正义”取得胜利。英国李斯托威尔认为悲剧性特征在于悲剧性人物的人格伟大和遭到巨大的不幸，之所以引起人的快乐与痛苦交融的情感，在于它把我们提高到悲剧中英雄的水平上，使我们看到了坚强的灵魂，不可摧毁的勇气，从而振作起精神。德国叔本华认为世界是一个悲剧舞台，人生充满着悲剧性，艺术将这种悲剧性表现出来，可使人自愿退出人生苦海，得到解脱。弗洛伊德认为人生来在潜意识中充满不能得到满足的原始欲望，于是产生苦恼，悲剧表现了这种生而俱有的悲剧性，使人的痛苦得以宣泄，获得象征性的满足。恩格斯从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揭示了悲剧性的必然性和社会意义、审美价值。认为悲剧性冲突的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这种冲突是一定历史时期顺应历史必然要求的正义、进步、革命力量同非正义的、反动的力量之间的具有必然性的冲突，它具有客观规律性、严重性、尖锐性、不可调和性，但正义力量所顺应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却因历史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不能实现，不得不以暂时失败为结局，因而使人悲怆、同情，并给人以启示。悲剧性有多种表现形态：（1）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悲剧性。这种社会力量已经意识到历史的必然要求，自觉地挑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同逆历史而动的社会力量展开英勇的斗争，但由于反动力量暂时处于优势或革命力量还存在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和暂时的失败。这种悲剧性是新的社会制度终将代替旧制度的信号，它不仅唤起人的同情，而且激起人的崇高感。（2）具有进步性的社会力量的悲剧性。这种社会力量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赋予自己的重任，而是同恶劣的社会环境不协调，并进行了自发的、个人的抗争，由于习惯势力的强大和自身的软弱性，最后必然导致失败，它既使人同情，又使人惋惜、感叹。（3）未觉醒的被压迫、被凌辱者的悲剧性。代表这种社会力量的人物具有摆脱困境的愿望，但没有意识到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尚未形成反抗意识和反抗行为时即已被反动势力所吞噬，使他们模糊、合理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从而唤起人的怜悯、同情。（4）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性。它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这种悲剧性唤起的是理智上的启示和情绪上的喜悦；另一是旧事物内部滋生出一种企图改良旧事物的社会力量在同顽固势力斗争时，由于自身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同新生社会力量联合，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它给人的是掺和同情与摒弃相混合的感受。（5）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悲剧性。由于自然力的强大导致斗争的失败，唤起人的同情和敬仰。这些悲剧性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显示了正义、进步、革命力量的合理性和最终必然取得胜利的潜在因素，肯定了人的本质力量，揭示了非正义社会力量的不合理性和最终必将失败的规律性，具有审美价值。悲剧性是悲剧艺术的基本要素，是人的审美对象之一，在正剧、喜剧以及其他艺术中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悲剧性因素。


悲剧冲突
 （tragic conflict）　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未能实现所构成的矛盾冲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较早探索悲剧冲突的根源，认为它是出类拔萃的人物遭遇“意外发生”又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所造成的冲突，使好人在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厄运。德国黑格尔认为悲剧冲突是两种都具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的伦理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结果是两败俱伤，从而扬弃了片面性，使“永恒正义”得到伸张。叔本华认为悲剧冲突是人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欲望所造成的生命意志的冲突，使人永远处于痛苦的悲剧命运之中。拉萨尔认为悲剧冲突是观念的无限的目的与有限的狡智、手段之间的矛盾。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冲突是善的社会力量在与恶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遭到暂时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悲剧冲突的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揭示了悲剧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客观社会内容和审美价值。悲剧冲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以及人物的内心冲突。它有多种表现形态，主要有：（1）已经意识到历史必然要求的进步社会力量与腐朽社会力量之间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冲突，只是由于历史条件未成熟、新旧力量对比悬殊而导致进步力量的暂时失败，能唤起人的悲壮感、崇高感；（2）尚未明确意识到历史必然要求而不满于黑暗现状的有进步性的社会力量与腐朽社会力量之间所展开的自发的抗争，由于时代的或阶级的局限或自身的软弱、失误而遭到失败，能唤起人的同情、叹息；（3）旧事物、旧制度内部滋生的一种在客观上反映了某种进步要求的社会力量与顽固势力的冲突，由于自身的局限而遭到失败，能唤起人掺和着同情和摒弃的审美感受；（4）原先合理的社会力量转化为腐朽力量以后在同新生社会力量的冲突中遭到失败，能唤起人的历史理智感和愉悦感。悲剧冲突是悲剧性和悲剧艺术的基本要素之一，因冲突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悲剧性格
 （tragic disposition）　在适应历史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未能实现的矛盾冲突中所构成的悲剧性人物性格。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较早探索悲剧性格，认为它是具有善良的个性、道德、品质等性格的出类拔萃人物因犯有“过失”而遭到了不应有的厄运，悲剧对这种性格应该加以“美化”，使其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其后，有的美学家从个人的软弱、犹豫、轻信、误会、暴躁等性格“过失”而导致失败、死亡来探索悲剧性格的根源和特征。有的认为人生就是一场“噩梦”，被不可捉摸的“命运”所支配，从而造成了悲剧性格。有的从社会矛盾、观念冲突及其所造成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分裂来探讨悲剧性格的根源，如德国席勒认为悲剧性格是介于完全堕落和完美无缺的人物之间的“善恶交织的性格”；黑格尔认为悲剧性格是由于既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的心灵性差异、矛盾而产生的分裂所造成的；拉萨尔认为悲剧性格的成因是起于人物观念的无限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手段之间的矛盾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悲剧性格是在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中所形成的性格、命运。悲剧性格在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和人物内心的冲突中展现，人物内心的冲突是特定社会矛盾冲突在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表现。悲剧性格有多种表现形态。悲剧性格是悲剧性和悲剧艺术的基本要素之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是引起美感、崇高感的源泉之一。


喜剧性
 （comic）　假恶丑的或有缺陷的事物，在矛盾冲突中暴露出自身的矛盾、空虚和无价值，从而令人发噱、否定的审美形态。其特点是喜，故又称“喜”。美学范畴之一。与“悲剧性”相对。具体表现形态包括笑、喜剧、滑稽、幽默、诙谐、戏谑、揶揄、打诨、讽刺、闹剧等。对喜剧性的根源、特征、功能，美学史上有不同见解。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自以为美”，“自以为智”，“自以为富”这三种虚伪观念的弱表现就形成喜剧性，引起人的讪笑。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性是对比较坏的丑的人的模仿，它引人发笑，但不致引起痛苦和伤害。英国霍布斯提出“鄙夷”说和“个人优越感”说，认为喜剧性是对认识到的荒唐的对象乃至有尊严的重要人物的鄙夷，主体在对象垮掉、崩溃时，便产生了自己的优越感和“突然荣耀感”。德国康德提出“乖讹”说和“紧张期待突然消失”说，认为喜剧性出于紧张的期待，由于对象荒谬背理，出人意料，使紧张的期待突然消失于虚无，从而使人发噱，这种笑是理性对于对象乖讹的一种自由戏弄。黑格尔认为喜剧性是使本来不值什么的、虚伪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归于自毁灭，喜剧性人物缺乏真实的内容和“独立自主性”，却装模作样，从而产生了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变得虚伪荒唐，滑稽可笑。俄国别林斯基认为喜剧性的本质是生活现象和生活本质及使命之间的矛盾，是生活对自己的否定。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喜剧性是形象胜于观念，丑是喜剧性的基础，只有丑自炫为美时才是滑稽可笑的。马克思指出喜剧性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喜剧性的对象特征是“用另外一种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违反了公理”，这是历史的客观进程“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的最后一个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从而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喜剧性是人的本质力量异化的显现，是人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发现和在艺术中表现的。它体现了两种社会力量的矛盾斗争，是新事物终将取得胜利或已取得胜利时对旧事物的否定，是真、善、美在与假、恶、丑的斗争中对假、恶、丑的揭露、摒弃和嘲弄，显示了社会进步力量的优胜和威力。喜剧性由特定的矛盾冲突和性格构成。这种矛盾冲突往往通过出人意料的具有偶然性、乖讹性、夸张性、假定性的事件反映矛盾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结局的真实性、合理性，从而发人深省，引人发笑。这种笑基于对矛盾的理解，对消极社会力量及其失败的否定、戏弄，因而使人愉快。喜剧性的性格是一种充满自相矛盾又有内在统一性的性格，表现为内在品质、真实思想、情感、信念、动机与外在言行之间的矛盾；思想、言行与周围环境、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目的、动机与认识、能力、手段之间的矛盾；动机与动机、行为与行为之间的矛盾；有意识的言行与潜意识、下意识的表现之间的矛盾等等，激起人的惊愕、顿悟、否定、扬弃与讪笑。喜剧性是喜剧、相声、漫画等艺术的基本要素，在悲剧、正剧和其他艺术中也可带有喜剧性因素。喜剧性大致可分为：否定的喜剧性，如讽刺喜剧中揭露假恶丑的人和事虚伪本质的喜剧性；肯定的喜剧性，如歌颂性喜剧中赞美真善美的人和事的喜剧性；肯定、否定融合为一的喜剧性，如幽默喜剧既否定假、恶、丑，又肯定具有缺点，但本质上是真、善、美的事物。各种喜剧性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都是肯定与否定的统一体，在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或通过否定达到肯定。喜剧性的基本特征、功能和审美价值的集中表现是笑，通过笑来否定、嘲弄假、恶、丑事物的不合理性，引起人的思索，产生纠正、消除不合理现象的要求，同时也在笑中肯定、赞美真、善、美的事物，证明真、善、美的合理性、优胜性，从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推动人们去克服丑、创造美、发展美。


喜剧冲突
 （comic conflict）　假恶丑事物在暴露其无价值过程中所呈现的矛盾冲突。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喜剧冲突是“自以为美”、“自以为智”、“自以为富”的人的虚伪观念与其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冲突。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冲突是“比较坏的”、“轻浮的”、丑而非恶的人带有普遍性乖讹“动作”所构成的“情节”、冲突。德国康德认为喜剧冲突是人对荒谬背理事物的“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是理性对乖讹的自由戏弄。黑格尔认为喜剧冲突是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是感性形式压倒了理念，表现为理念内容的空虚。法国柏格森认为喜剧冲突根源于事物的机械性与生命冲动流动变化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喜剧冲突源于社会的矛盾冲突，是特定社会现象和它的社会实质之间自相矛盾所构成的具有本质性的矛盾冲突，是新与旧、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间具有必然性又有奇特性的冲突，是真善美必将取代或已经取代假恶丑时对假恶丑事物的否定、嘲笑和对真善美的反证、确认。其特征是冲突成因的误会、巧合、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喜剧人物预期目标、自诩的指向性与能力、动作、效果的反向性的统一；冲突发生、发展、结局的假定性、夸张性、畸形性、意外性与合理性、真实性的统一，冲突轻微性、轻松性与严重性、严肃性的统一等。喜剧冲突是喜剧性、喜剧艺术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审美价值和效果是令人发噱，否定、嘲笑假恶丑，肯定、向往真善美，让人在笑声中“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喜剧性格
 （comical disposition）　假恶丑的人在自暴露其矛盾、虚妄、无价值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人物性格。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喜剧性格是不美不智不富而自以为美、智、富的人的自相矛盾的性格。亚里士多德把喜剧性格分为“丑角性格”、“隐嘲者性格”、“欺骗者性格”，是比较坏、轻浮、下劣而尚非大奸大恶的人的性格，它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但不引起痛苦和伤害。德国黑格尔认为喜剧性格缺乏自主性，表现为虚弱的内在本质、虚妄的目标与貌似充实的外在表现、荒谬的手段之间的自相矛盾，从而暴露其无价值和自毁灭。法国柏格森认为喜剧性格是生命绵延的受阻，表现为僵硬、机械、心不在焉、不合社会。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喜剧性格的本质在于“违反了公理”，表现为“用另外一种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喜剧性格是特定社会矛盾在人的心理、言行上的表现，其特征是虚伪、虚妄、虚弱、乖讹、荒谬、不合情理、出人意料，表现为人物内在本质、品格，真实思想、情感与外在言行之间的矛盾，人物思想、言行与现实环境、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人物目的、动机与认识、能力、手段之间的矛盾，人物言论与言论、动机与动机、行为与行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特征在讽刺喜剧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但在歌颂性喜剧中，正面人物善良的动机与动机、言行与言行、动机与效果也常表现出自相矛盾，或表现出机智、幽默、诙谐的性格。喜剧性格是喜剧性和喜剧艺术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审美价值和效果是引人发噱、嘲笑、揶揄，否定假恶丑，肯定、向往真善美。


怪诞
 （grotesque）　人在审美中发现、创造的奇特怪异，非同寻常的审美特性。美学范畴之一。唐韩愈《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始用怪诞一词：“忽闻颜色变韶雅，却信灵仙非怪诞。”在西方，怪诞一词来自意大利文grottesco，最初用来表示一种由奇特纹饰、脸谱、人物怪状混杂而成的离奇的图案。怪诞的美学现象很早就为中外美学家所重视。庄子最早提出“厉与西施，恢诡憰怪，道通为一”。韩愈论诗文矜奇尚异，在形式上提倡“搜奇抉怪”、“怪怪奇奇”，一反贬奇斥怪的正统美学观。西方自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以后，“怪诞”作为美学范畴在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中均受到重视，成为漫画式讽刺性形象、揭露性形象乃至歌颂性形象的特殊样式，其中渗透着艺术家鲜明的审美评判。自20世纪现代派兴起后，“怪诞”更成为现代派艺术的主要的美学特征之一。怪诞的事物和现象遍及自然、社会和艺术。自然事物的怪诞因其奇形怪状、神秘诡异、稀有罕见而赢得人们的惊叹和激赏。社会人事中的怪诞表现为人的行为举止、思想表达方式以及用具等新奇异样。艺术中的怪诞指通过想象、幻想、虚拟和极度夸张、变形所塑造的奇特怪异的形象。它或以现实中的怪诞为表现对象，或大胆地运用出其不意的艺术手法改造事物的原貌，故意违背均衡、比例、对比、宾主等形式美规律，夸大形象的某一特征，用畸形来代替沿袭的典型，或运用打破常规的修辞手法、破格的韵脚，驰骋超现实的离奇想象和虚构荒诞的情节等，揭示特定的内容，增强审美的效果。


荒诞
 （absurd）　表里不一、荒唐荒谬、虚妄不近情理的审美特性。美学范畴之一，与丑相通，与美相对应。中国古代有“荒诞不经”之论。法国《百科全书》认为荒诞是理性协调的颠倒。存在主义美学认为世界是虚无的，存在就是绝对的荒诞。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私有制社会造成劳动异化、人性异化、人与人关系异化，导致社会的荒诞。现代中外艺术中有表现世界荒诞的“荒诞剧”、“荒诞派”。荒诞和荒诞事物表现了社会人生的负面价值，是对于美好事物的否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和扭曲。主要特征是内外不符、自相矛盾、形态怪异、言行荒谬、荒诞不可信，引起人的荒唐、丑陋的审美感受。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思想基础。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看，由于人的认识局限性导致行动的非理性、盲目性，从而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美丑颠倒。其社会根源是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矛盾，是人的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和内涵。“荒诞”成为一种现代意义的哲学和美学范畴出现在19世纪，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客观存在状态。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动摇了对美、对未来的信念，社会现实和人的存在本身具有了荒诞性。荒诞作为人的特殊的审美感受、审美判断和审美实践，实际上是在理性精神指导下对荒诞的否定，从而在反对真善美的意义上建构其审美价值。也正是通过否定，荒诞作为特殊的审美范畴才得以确立，而艺术中重现和再创荒诞则既是对荒诞的鞭挞，又是荒诞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范畴的内在的实践根源。


滑稽
 （ludicrous）　事物自相矛盾，引人发笑的审美特性。喜剧性的表现形态之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德国黑格尔认为滑稽只表现恶习、愚蠢、荒谬，而没有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是自以为高贵、伟大、辉煌的东西的自毁灭，它对法律、道德、真理和最高尚、最优美的品质都持不严肃的态度。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是滑稽的基础、本质，当丑力求自炫为美时，弄巧成拙，便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德国的施勒格尔兄弟主张以玩世不恭的滑稽态度来对待一切，认为艺术家可以从自我出发，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用滑稽、调笑、戏谑来毁灭一切，创造一切。以上诸说都表现了对滑稽所持的不同观点、不同态度。社会生活中的滑稽表现为有缺陷的或本质丑的人，在特定矛盾冲突中以异乎寻常的言语、动作自暴露其自相矛盾、空虚和无价值，其表面的抗争往往表现为歪曲、夸张、荒唐、扭捏作态、装腔作势等形式。艺术中的滑稽是现实滑稽对象的再现和艺术家的创造。按其内容和性质可分为肯定性的滑稽和否定性的滑稽。前者是美的内容采取了丑的、畸形的外观，常以丑角或颟顸、愚钝的形式表现善良人物或有缺陷人物的良好动机与其效果的矛盾。它引人发笑，是现实对主体实践的肯定。后者则是丑的内容试图用美的形式掩盖起来，自我炫耀，自以为美，但其思想实质是可耻可鄙的。它引起的笑，是喜剧艺术揭露、厌弃和否定丑的一种艺术手段。这两种滑稽都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优于对象，引起人们欢乐的、戏谑的或嫌弃、鄙夷的笑。艺术中的滑稽常运用喜剧性的夸张、误会、偶合、错误、歪曲、插科打诨、着意渲染有趣的越轨行为、幽默、诙谐的语言等手法，突出喜剧性人物的自相矛盾和无价值或有缺陷的憨厚的人物性格特征。艺术中的滑稽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文学中的逗乐故事，戏剧中的笑剧，音乐中的娱乐体歌曲，绘画中的漫画，曲艺中的相声、小品等。艺术揭示事物本质的滑稽可以使人在笑声中警醒，在否定丑中肯定美，达到讽谏和自我改善的目的，但违背生活真实、丑化美和崇高的滑稽则缺乏审美价值。


诙谐
 （jocular）　以自然、隐蔽、机智、风趣的笑语令人发噱的审美特性。喜剧性的表现形态之一。中国古代就有把富于风趣的谈话称为诙谐的。《汉书·东方朔传》：“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刘勰认为诙谐是一种隐蔽、谐和、风趣的话语。清李渔认为诙谐是一种“机趣”，戏曲中的科诨也有诙谐的特点，但“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诙谐的基调是给对方或自己以善意的戏谑、调侃，机智而含蓄的逗乐，轻松、简捷、一语破的地揭示对象或自己的缺陷，或故意正话反说，以突现对象或自己的优长，表现了言者的机警、智慧和风格、个性，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能给人以隽永的谐趣。它所引起的美感，较为自由、富于风趣，往往在颠倒、混淆与误会中发现笑料，是机智感、自由感与快感的混合。多见于日常口语和具有喜剧性的语言艺术中。当用于被否定的对象时，它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没有讽刺那么冷峻、辛辣，也比幽默更隐蔽、含蓄，是一种轻度的幽默。当用于肯定的对象时，带有夸张性、形象性的睿智的戏谑、调笑、揶揄，以增强审美的效果。


幽默
 （humour）　英文humour的音意合译。指用含蓄、凝练、机智、风趣、诙谐的方式，揭示生活中的某种矛盾或哲理，微言解颐，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审美特性。美学范畴之一。德国黑格尔认为幽默是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不着痕迹地信步漫游，于无足轻重的东西之中见出最高度的深刻意义。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幽默是自尊和自嘲自笑的混合，既有愉快的、天真的幽默，也有悲哀的、陷于绝望、沦为忧郁和苦闷的幽默。幽默是人的智慧、才性的表现，审美中的幽默感是对事物本质、人的睿智、艺术才华的深刻理解和领略，是艺术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幽默的手法有比喻、影射、反讽、夸张、歪曲、引申、象征、寓意、双关、谐音、谐意等。其内容和表达方法依喜剧性对象性质的不同而异。对美好人物的喜剧性特征，以故意歪曲、夸张、引入谬误等耐人寻味的方式表示赞扬，构成风趣可亲的肯定性形象，加强效果；对有缺点的好人，以内庄外谐的态度和戏谑、揶揄的笑语，给以善意的温和的批评，如幽默喜剧和幽默画等的美感，充满友爱、轻松、娱乐的情调，虽有轻微讽刺意味，但不像冷嘲热讽那样辛辣，又比诙谐略强，它把内容和形式中美与丑的复杂因素交合为一种机智而风趣的形式外化出来；对丑的恶的事物的幽默，则以戏谑、嘲讽、讽刺、反讽的手法揭示其琐屑、卑微、虚伪的本质，它所引发的笑，反映出人们洞察对象本质和发展趋向的乐观精神。


讽刺
 （satire）　亦称“讥讽”、“嘲讽”。以愤怒、轻蔑的态度，讥刺、嘲讽的方式对丑恶现象的揭露、鞭挞。喜剧性的表现形态之一。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中国古代“讽刺”与“风”通用。《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都指以婉言隐语讥刺否定的对象，达到讽谕、讽谏的目的。鲁迅认为讽刺是喜剧的变简的支流，它的生命是真实，是对不合理、可笑、可鄙、可恶而又习以为常、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给以致命一击。俄国别林斯基认为讽刺是对丑陋的荒谬行为的一种惩治，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讽刺是人对否定性对象进行审美评价的特殊方式。其对象是社会上具有普遍性的弊端和人们的乖讹、丑恶、虚伪、荒诞的思想、言行。其手法因对象不同而有态度、程度的差异。对于同主体处于对抗性的丑恶事物，常以愤怒、轻蔑、冷峻、尖刻的语言进行冷嘲，淋漓尽致地揭露、鞭挞、讥刺对象的表里不一、名不符实、自相矛盾、虚伪、荒唐、无价值，让对象进行自我暴露；对于有缺陷的事物，则以幽默、诙谐、夸张、戏谑等方式进行热讽、嘲弄，讪笑对象的乖讹。讽刺具有鲜明强烈的倾向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智和炽热的爱憎，其目的是为了暴露丑和恶的本质，使人警醒、贬斥、憎恶、戒备。它的审美价值在于从彻底否定丑和恶中肯定美和善，使人产生优胜感，获得精神的愉悦。艺术中的讽刺喜剧、讽刺诗、讽刺画、讽刺小说、杂文、讽刺音乐等，由于对丑恶、荒谬的事物进行真实的描绘和正确的审美评价，可以使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


笑
 （laugh）　人在审美中对喜剧性事物否定或肯定的生理、心理反应。喜剧性的表现形态之一。中国先秦时期，有“乐然后笑”（《论语·宪问》），指快乐的笑；“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指讥笑、嘲笑。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肯定“会义适时”的笑话隐语具有“颇益讽诫”，“振危释惫”的社会作用。鲁迅把笑分为两类，一是用来对付敌人的，须触着对手的致命伤；另一是提供笑料的玩笑。英国霍布斯认为引人发笑的都必定是新奇的，不期然而然的；笑的情感的发生是因为发现旁人的或自己过去的弱点，突然想到自己的某种优越时所感到的那种“突然荣耀感”。德国康德认为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法国柏格森则从生命哲学出发，认为笑是人的智力活动，是对生命的机械化的制裁和改正。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笑是出于对对象愚蠢可笑的理解，并意识到自己超过了他。笑是内在理智、情感态度的外在表现，体现了主体与客体对象的价值关系。包括生理的笑和心理的笑，否定性的笑和肯定性的笑。具有喜剧性的事物刺激主体大脑笑阈，主体由于快感或满足而引发的笑，是生理性的笑，并在表情、呼吸、血脉、身体动作上得到表征。因对象的内容和形式适应主体的需要或因对象内在矛盾使人忍俊不禁而发出的笑，是审美意义上的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笑；对丑恶事物的乖讹、荒唐、掩饰所引发的讥刺的笑，是否定性的嘲笑，表现出对丑和恶的鄙夷；对于美好事物的喜剧性矛盾所引发的笑，是肯定性的欢乐的笑；对有缺陷或自相矛盾的事物的笑，是掺和着肯定与否定的讪笑，既赞许其合理的内容，又讥笑其乖谬悖理的形式；当人处于无可奈何的窘境，或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时的笑是苦笑。笑是人对美、丑的情感态度和内在动力，驱使人否定丑和恶，推动人肯定美、创造美。


哭
 （cry）　人在审美中为悲剧性事物所唤起的痛苦、悲哀而产生的生理、心理反应。是悲剧性所引起的审美效果。《淮南子》认为“哭者悲之效也”，“载哀者闻歌声而泣”，哭由内心的悲哀引起。清贺贻孙认为人在悲伤时会“以哭为歌”，乃“性情所适”。梁启超认为艺术“诉人生苦痛”的哭“含着真美”。审美和艺术中的哭有饮泣、痛哭、嚎哭、哀哭、偷哭等等。它的客观根源是具有合理性的悲剧性事物遭到不应有的厄运，心理基础是对象被自己同化，唤起了感同身受的同情心、怜悯心、悲哀感。有因肯定性对象的失败、死亡所引起的悲痛的哭；有因对象的崇高、伟大而引起的感动的哭；有因对象的成败而引起的悲喜交集的哭；有因对象的激发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或悔恨自己的过错而引起的痛苦的哭。它们都是主体内在理智、情感态度的外在表现，体现了主体与客体对象的价值关系，并在表情、呼吸、血脉、身体动作上得到表征。悲剧性事物唤起的哭具有弥散性、感染性，可以引起别人的悲感，获取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艺术中表现人物或自己的合乎情理和情感逻辑的哭能展示人物或自己特定的情绪状态和思想性格，藉以感动受众，增强艺术效果。


 审美


审美
 （aesthetic judgment）　亦称“审美活动”。人发现、感受、体验、评价美和创造美的实践活动、精神活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审美”源于希腊αισθητικós一词，原指通过感官的知觉。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一般用“观照”一词论审美。柏拉图认为审美观照是天才人物处于迷狂状态中对理念世界“美本身”的回忆；亚里士多德认为审美是对客观现实美的观照，是快感、愉悦与求知的统一。文艺复兴后除继续使用“观照”一词外，还用“欣赏”（appreciate）一词来揭示审美的特征。意大利达·芬奇认为对美的欣赏始于感觉，但须通过智力活动。到17、18世纪，欧洲开始运用“审美”一词，英国哈奇生认为只有天生的先于习俗、教育的“内在感官”即心灵才是“审美的感官”，才能获得深刻的美感；德国康德认为审美是一种只涉及形式，不触及利害计较、欲念满足的情感判断，有个人主观性，是自由、无明确目的的活动，又有合目的性、普遍性；席勒认为审美是表现过剩精力的游戏；黑格尔认为审美是人能动地改变外在事物，并从对象中“复现自己”、“观照自己”的思维活动。19世纪后，人们更注重对审美的心理学探讨，意大利克罗齐认为它是与概念、逻辑认识无关的“形象的直觉”；奥地利弗洛伊德认为它可以使人无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在情欲投射到对象上去，用以宣泄被压抑的、生而具有的、原始性的本能、欲望，获得一种象征性的满足和快乐。中国古代无“审美”一词，常用“观”、“静观”、“心物感应”、“虚静凝思”、“神与物游”、“悟入”等论述审美的特征。审美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基本的实践活动和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是以心灵感知、情感体验、能动创造为特征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是主体在与客体的精神交流中能动地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方式，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个性化特征。审美是实现人的精神需求的价值活动，它没有个人的直接实用功利性，但有完善人性、促进人与世界和谐的功利性。审美是认识活动过程，是人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同客体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视、听感官感知对象的感性形象、形式，形成各种生动的信息，经大脑皮层的组合、加工、转换、再生成后，形成审美感受和理解。服从认识活动中的从生动直观到理性思维的普遍规律，但又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具体的感性形象，丰富的联想、想象、情感活动，蕴含着无限的意蕴和愿望。它是直觉与理智、认识与创造、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审美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内容、形式取决于人的社会条件和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差异性。在人类初期，人的生产活动先于审美，对象的使用价值早于审美价值，当人的实践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心理活动，并不断通过心理建构、积淀而完善。审美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是人从精神上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自由地创造美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这种实践活动的内化，是使客体人化，使客观事物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和主体对象化，使美向人生成的实践根源和内在依据。它确立和深化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确证、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力量，培育了人的审美意识和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使人由自然的、物质的人变成社会的、创造美的人，并通过审美意象的创造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前提。


审丑
 （judgment of ugliness）　人审察、感受、评判、表现丑的实践行为和心理活动。与审美常相伴随。中国古代美学中一般都在论审美中论及审丑，将丑作为美的对立面加以审视。孔子论诗之“雅”、“郑”，老子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晋葛洪谓“美玉出乎丑璞”，都将丑与美相比较相对立，指出丑与美相依存，在审美中包含着审丑，在领悟到美时可以审察到丑。西方古代美学论述审美时也常包含审丑的内涵，肯定了人对丑的审察、感受、表现和摒弃。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将丑视为美的反面，认为感受到事物无秩序、不匀称、不合尺度的便是丑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丑的审视会引起痛感，但通过对丑的揭露和惟妙惟肖的艺术描绘却可以引起人的快感。到19世纪，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开始将审丑带入美学领域，使审丑逐渐从审美中分化出来，在艺术创作中出现了着力表现丑、揭示丑和玩味丑乃至以丑代美、以丑为美的不同趋势。1853年，德国罗森克兰兹（Karl Rosenkranz，1805—1879）出版《丑的美学》一书，提出“丑的美学”的命题，与“美的美学”相对应，认为丑“不在美的范围之内”，但是“属于美学理论的范围”，美学不仅应研究美和审美，而且应研究丑和审丑，艺术中表现丑不仅是作为表现美的衬托物，而且是一种独立的审察对象、表现对象，但是表现丑不是美化丑，而是应该服从美的一般法则，突出丑的本质、特征。从此审丑开始正式进入美学视野，并且开了以后“丑学”的先河。20世纪末，中国美学、艺术界开始出现“审丑”一词。审丑常有两种不同乃至对立的取向。有的从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生活中充溢着丑，倾向于肯定丑的合法性、普遍性，乃至追寻丑、欣赏丑、颠倒美丑、以丑为美，丑化生活、丑化人性，导致美和崇高的失落。有的则从人的生命活动和美化社会人生的目的出发，认为丑与美虽然共生相随，但美是社会人生的主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丑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扭曲，审丑既是感性活动，更是理性活动，人们既要正视丑，通过对丑的审察、分析和艺术表现，认识和揭示丑的本质、特征，给人以启迪，使人更加深切地认知丑和感受美、热爱美，又要以合规律的审美理想、审美标准展示美与丑的矛盾、斗争，通过揭示丑、摒弃丑来肯定美、表现美，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而不应一味地展览丑、追逐丑、玩味丑和褒丑贬美。对审丑的两种不同态度，既反映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审美观，又直接制约着美学和艺术的价值、功能和发展方向。


审美关系
 （aesthetic relation）　“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简称。人在审美活动中与现实、对象发生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美学史上，无论主张美是主观的或客观的或其他学说，都触及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18世纪法国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说，认为凡是在人的心里引起对关系的知觉的就是美的，这种“关系”已蕴含着“审美关系”这一概念的萌芽。德国黑格尔在《美学》中论述“美对主体心灵的关系”时，认为这种关系区别于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审美是“把对象作为美的对象看待”，是人从自己认识、实践的对象中发现自己、复现自己。这一概念已触及“审美关系”的实质。最早提出“审美关系”这一概念的是19世纪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认为，审美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关系，人的审美和创造美都在这种关系中演进。这一思想为后人所沿用并发展。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人从审美上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关系。其范围涉及自然、社会、艺术等方面，包括人同现实世界、审美客体的实践关系，人的审美意识同客观事物审美特性的认识关系，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同美的发生、发展以及美的创造的关系，对象与人的价值关系等，并同人与现实的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关系等相互联系、制约、渗透。它由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人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同世界所发生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它形成的客观基础，主体的审美实践，审美需要，审美、创造美的能力是它形成的主观条件。人对艺术的审美关系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集中体现。人对自然、社会的审美关系是人对艺术的审美关系的前提。在审美关系中，客体制约着主体，主体又发挥着能动性，不断发现、改造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人的社会的内容，渗透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智慧，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审美关系由主客体之间相对应的本质力量所决定；其实质是人对现实世界的精神把握和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其内涵是人对现实的理智认识关系、意志伦理关系、情感体验关系以及认识与创造关系的统一。它在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实践产生审美的需要，沟通人与现实的精神联系，锻铸人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使人从审美上认识客体，改造客体，从而使客体由自在之物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丰富性的审美的客体，主体成为审美创造美的主体，从而使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得以确立和展开、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人类初期，它的产生后于实用关系，或包容于实用关系之中。当生产力和人的思维能力、审美的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成了社会的审美主体时，它才逐步形成，并具有独立的意义。它是美学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美和审美心理、意识的性质、根源、发展、作用，人的审美创造美以及美感等都植根于审美关系之中，人只有置身于特定的审美关系之中才能认识美、感受美和创造美。


审美对象
 （aesthetic object）　亦称“审美客体”。被主体认识、欣赏、体验、评判、改造和创造的具有审美特质的客观事物。同“审美主体”相对。与审美主体相互作用构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审美的主要对象是先验的“理念”世界的美。英国休谟认为美存在于观照者的心灵里，心灵决定审美对象的存在和性质。博克认为审美对象是客观物体中能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某些性质。美国迪基认为人的审美知觉转向任何对象或人对之采取审美态度的任何对象，都会立即变成审美对象，没有固定不变的审美对象；法国杜夫莱纳认为只有当事物从一般对象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自足的、吸引人注意力的东西，而人出于审美需要去观赏它时，它才成为审美对象。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对审美对象的不同见解。审美对象不是外在于人的自在之物，不是任何客观事物都是人的审美对象，而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发现、认识、改造的具有形象性、丰富性、独特性、感染性的事物。凡与人确立了特定的审美关系，被人审美地把握的事物，都是人的审美对象。其领域包括具体的感性的自然物、社会物和艺术，其中最主要的是艺术。其形态包括具有优美、壮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审美特性的事物。它是事物自然性、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只相对人而存在，只能被人所发现和把握，在人的实践中产生，并随着人的实践和审美意识的发展而发展。它在人的实践中与人发生审美关系；经过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中介，被人发现、认识、选择，并被按照美的规律和人的需要改造、创新。只有被人审美地把握，引起人的审美感知、联想、想象和情感活动，溶入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个性，具有社会的内容，成为人化的自然，才能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价。它是激起人的审美意识的客观基础和美感的源泉，制约着人的审美态度和审美创造，而人的审美实践、审美意识、审美创造又使对象向人生成，成为人的审美的对象，并推动审美对象的发展。对于审美对象的生成、性质，美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事物的自然属性，人只能认识它，不能改变它；有的认为它是被人的主观心灵所发现的，心灵决定它的存在与性质；有的认为它是人的实践的结果，具有人的社会的内容，是客观社会性与形象性的统一。


审美客体
 （aesthetic object）　即“审美对象”。


审美形态
 （aesthetic pattern）　人在审美活动和审美创造的世界中直观、复现自身所形成的无限的感性形式和存在状态。美国托马斯·门罗在《走向科学的美学》中主张建立审美形态学，认为审美形态是激起主体审美经验的审美客体的形式、结构，但主要指各门类艺术的形式、结构。审美形态包括艺术及其各个门类，但并不限于艺术，而是广泛地表现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这三大领域、形态之中，是人在对大千世界的审美实践中与对象相互作用、相互契合所构成的主客统一体。它与“审美范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审美范畴是对各种与美有关的范畴的逻辑设定，除美、丑等形态、范畴外，还包括美感、丑感等审美感受，故又称“美学范畴”，而审美形态并不包括美感、丑感等主观感受，而是既包含了美、丑等范畴，又广义地指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三大审美领域以及各领域中的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形态。人在审美实践中与广袤世界构成特定的审美关系，不仅从各种各类对象中直观自身，而且从他创造的繁富世界中复现自我，从而形成多种多样、不同层次的审美形态。凡是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具体感性地体现了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的，就构成了人的审美形态。它是人对这种人生境界的感性形式、存在状态进行概括、归类的结果。人在审美实践中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审美形态有不同的概括和展示。在西方先后有美、悲剧性、喜剧性、崇高、丑、荒诞等基本审美形态，中国有气、道、象、心性、中和、气韵、意境等审美形态；同时又都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共同的审美形态，而美和艺术则都是中西美学中的核心形态。由于各层次的审美形态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并且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审美形态，从而构成了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无限性。科学把握审美形态是把握各审美领域各种对象审美特性的前提，是理解美学发展史和人类对各种审美形态认识史、创造史的理论基础。


审美特性
 （aesthetic property）　事物所具有的能唤起人美感的性质、特征。又称“审美特质”。在对象与主体的相互作用中被人发现、感知和创造，是对象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中构成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特质。包括对象的具象性、可知性、生动性、独特性、创造性、新颖性、发展性以及能唤起人想象活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创造活动和美感愉悦性等的性质、特征。只有当人在审美实践中发现了对象的审美特性，才构成对象与人的审美关系，人才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情感活动；只有当人把握了对象的审美特性，才进入能动的创造活动。它是人发现、创造的，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同时又凝聚于特定事物之中，从而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参见“美的特征”。


审美主体
 （aesthetic subject）　认识、欣赏、评判审美对象和创造美的社会的人。包括群体和个体。同“审美客体”相对。与审美客体相互作用构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历代美学家大多认为人是审美、创造美的唯一主体。英国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和一些美学家从生物进化论角度，把某些动物的色彩、动作等生存、繁殖本能亦看成是有审美需要、审美反应的主体，但这是生物学的主体，而不是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审美主体。作为社会人的审美主体是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相统一的社会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人的实践需要、精神需要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才使对象成为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只对人而存在。审美、创造美是人所独具的特殊的功能。只有人才不仅具有物质的、生理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的、审美的需要，有审美、创造美的能力和意志行为。审美主体是长期生活实践、审美实践和学习、教育的结果。遗传也为主体提供了审美的生理条件，历史地积淀了一定的感觉力。人在实践中认识、接受、改造客观世界，把握对象与人的联系，建构、积淀一定的审美心理结构，逐步根据事物的规律和自己的尺度进行自由的能动的创造，从而才使人从动物的人、物质的人变成社会的人、审美的人，使审美具有了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审美实践为主体创造了审美对象，也为对象创造了能够欣赏美、创造美的主体。大千世界的美是主体在实践中发现和创造的。主体是美发生、存在、发展的根源。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具有差异性、发展性和共同性，使人性和审美意识、审美感受及所认识、创造的美有异有同。审美主体历史地存在着复杂性、发展性，不同主体有着不同或相同、相似的审美观念、意志行为和审美个性。审美主体受客体的制约，又决定着对象的审美性质，不断创造美、发展美，使审美客体不断丰富化。


审美观
 （aesthetic idea）　亦称“审美观念”。主体对美、审美、创造美所持的观念和指导思想。广义指相对稳定的总体的美学观；狭义指具体的审美观点。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意识的组成部分。包括美的生成观、发展观、本质观、创造观，审美的实践观、历史观、价值观、政治伦理观、艺术观、享乐观、美育观等等。其形成与发展受美学传统的影响，在对前人审美观念的批判继承和对同时代人审美观念的借鉴、吸收，经过观念同化、顺应和分析、综合、改造以后确立，但主要在生活实践、审美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审美经验，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上升为理论而形成、发展。与人的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政治伦理观、艺术观、宗教观、自然观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使审美观念具有深层的社会内容。它受一定时期社会生活条件、审美对象和自己世界观的制约。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和各个个人由于所处的环境、接受的美学传统以及审美实践、教养、能力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使他们的审美观念也既有继承性、稳定性、共同性，又有发展性、变易性、差异性、对立性和个性。审美观有正讹、偏全、深浅之分，深刻理解人的审美需要，审美实践对美的生成、发展的意义，正确把握对象的审美特质，美的创造规律、发展规律以及人的审美规律是正确的审美观。审美观有可塑性、自调性和能动性，人可以在实践和学习中自觉地调节、改造、充实自己的审美观；它一旦形成和系统化以后，又制约和决定着人的审美选择、感受、判断、情趣、理想、能力，并且指导人们自觉地从事生活实践、审美实践和创造美、发展美的实践，从而从审美上改造世界和人自身。


审美方法
 （aesthetic method）　感受、判断、创造美的方法、手段。中国传统美学多用体验、悟入、品味、意会等方法，提倡“活法”，随心所欲不逾矩。西方美学多用观察、分析、综合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首倡归纳演绎法，德国黑格尔倡导理念辩证法，费希纳提倡实验、统计法，英国波普倡导证伪法，现代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倡导从动态信息大系统中整体性地把握对象。这些都对认识方法论、审美方法论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方法论与世界观密不可分，审美方法一般都受到主体世界观、美学观的制约。旧唯物主义美学强调从客观存在的美出发分析、理解对象的美，唯心主义美学强调从主观心灵或某种客观精神出发把握美，形而上学美学主张孤立、静止、片面地把握美。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则强调实践是认识、审美的根源、动力和检验标准，主张从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事物的整体、事物的发展中观察事物，把握对象审美特性；主张由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使方法与现实的客观规律相一致，从而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对对象作出实事求是、合乎实际的审美判断；并且特别强调人在实践中不仅认识对象，而且能动地改造对象，审美不仅是个认识过程，而且是能动的创造过程。审美的具体方法有多种多样，有直观的、体验的、思维的、认识与创造相结合的方法等等。在审美直观中有限于感觉、知觉、表象的感性直觉方法和积淀着情感、理智的理性直觉方法；在审美思维活动中有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方法，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分立、交替、结合的方法，以及偏于感知和重于创造的方法等；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中，有冷静旁观和情感介入的方法等等。审美方法因人因时因地因对象而异，并随着对象的发展和主体审美经验、审美选择、审美需要、审美能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人们通常根据对象特征和自己的需要、习惯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审美方法对世界观、美学观具有反作用。


审美发生
 （genera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审美活动的起始、生成。狭义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与对象相遇而开始发动的审美实践活动和心理活动。特定对象的刺激是审美发生的客观条件，主体审美需要、审美能力以及对对象的注意、选择、感知是审美发生的内在机制。审美发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在审美中所展开的各种心理活动、意识活动和创造活动是审美发生后的后续心理行为和实践行为。广义指人类初期审美的起源和起始、生成阶段。它涉及的基本问题是最早何时发生？何以发生？怎样发生？美学史上曾有多种界说，主要有对理念、自然的“模仿”说，生命力盈余的自由“游戏”说，人的自然“本能”说，原始宗教活动的“巫术”说，人类初期物质生产的“劳动”说等等。一般认为审美发生的起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实践根源是原始人的生产劳动改造了人的双手和大脑，造就了人自身，为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而加工、修饰了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乃至开展模仿自然、劳动的自由游戏；社会根源是原始人开始形成的对自然、神、部落祖先、生殖的崇拜而进行的群体性的巫术、图腾活动和原始的艺术活动；心理根源是随着原始人社会意识的发生和劳动工具的加工、修饰而形成的原始的审美意识、审美需要。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当原始人对劳动工具、生活器具进行加工、修饰，开始出现将直接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混合的工具、器具，尤其是开始出现主要用于装饰的原始装饰品时，这种工具、器具、装饰品在满足生产生活物质需要和原始宗教活动需要的同时，已开始渗入了人的精神需要，并已开始形成与实用意识、需要相掺和的审美意识、审美需要，标志着原始审美活动的发生。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思维能力的进步和审美意识、审美需要的日益自觉化，发生了与实用功利目的相分离的自觉自由的审美活动。在现代美学、文艺学、人类学中，对审美发生、艺术发生的最早时间、原初动因和标志、表现等，有各种不同的见解。


审美活动
 　即“审美”。


审美实践
 （aesthetic practice）　人有目的地欣赏美、创造美的行为及其过程。包括人类历时性的和个体共时性的实践，是人的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德国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首先论述了“审美实践”，认为人同自然界结成了“实践的关系”，人要在改变外在事物和环境的实践中“来实现他的目的”；通过审美实践，“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而且就在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在自己实践的成果中“复现”、“证实”自己，形成了具有能动性的审美意识，创造了美和艺术。审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人从精神上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为主体创造审美的对象，也为对象创造能够欣赏美的主体。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它渗透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并受社会实践的制约，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以一定的审美目的、需要为内驱力，将审美的精神需求转化为审美、创造美的心理、意识活动和意志行为，使人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发现和认识美，按照美的规律，能动地改造对象，产生审美意象，并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将审美意象物态化，创造美，发展美，自由地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只有通过审美实践，才使对象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对象才具有了人的性质，人在对象中发现、确证自己。美、审美意识、美感、艺术都是审美实践的产物，并受实践的检验，审美实践的过程，是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审美欣赏
 （aesthetic appreciation）　主体对客体进行感受、体验、鉴别、评判和再创造的审美心理活动过程。又称“审美鉴赏”。与一般认识的心理过程有别，主要是形象思维活动过程，目的是在审美认知中获得情感的愉悦和情性的陶冶。它从对客体对象的具体形象进行直觉开始，经过选择、分析、判断、体验、品味和联想、想象、情感活动，把握对象的审美特性。其感性阶段可产生审美的快适感，理性阶段达到客体与主体的融合一致，以致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获得高度的美的享受。中国古代，多用“品味”来比喻审美欣赏，如品诗、品画等。因主客观条件的各种差异，审美欣赏可有多种类型。尼采将之分为狂歌醉舞的酒神型和冷静旁观的日神型；荣格将之分为强调主观的内向型和强调客观的外向型。此外还有直觉型、理智型、情感型以及阳刚型、阴柔型等。一个时代的审美欣赏的爱好和趣味，既影响个人的审美取向，又对该时代的文艺创作起导向作用，并影响到文艺批评，可以促使一代文风的形成与发展。


观照
 （contemplation）　❶亦译“观审”，亦称“审美观照”。是“审美”概念的前身。如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只有少数天才处于迷狂状态，回忆起上界的美本身，才能观照到理念的美，获得美感。古罗马普洛提诺认为只有凭心灵的“观照能力”才能把握美。文艺复兴后，观照一词逐渐被“审美”、“观赏”、“欣赏”等概念所代替，但仍有一些美学家用“观照”来论审美，或与“审美”等概念互用。参见“审美”。❷亦译“静观”。原意为注视、沉思、期望。审美中引申为排除功利欲念和外物干扰，无所为而为地凝视、观照审美对象的审美态度和心理活动方式。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静观”论相通。老子提出的“涤除玄览”以观道之美，庄子提出的审美需“静心”、“心斋”、“坐忘”，荀子提出的“虚壹而静”，宋邵雍说的“以物观物”，程颢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都强调审美须有超脱功利、凝神观照的态度。近代王国维则把它演绎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西方美学史上柏拉图最早提出静观的思想，认为审美须排除尘世的杂念，凝视、观照美本身。德国康德明确提出“静观”这一概念，认为排除利害感、超绝实际生活的一切欲念、只关心对象的表象是审美判断的根本特征。黑格尔认为艺术兴趣不同于欲望的实践兴趣，艺术观照不同于科学理智的认识性的探讨，因为艺术兴趣让它的对象自由独立存在，而欲望却要把它转化为适合自己的用途，以至于毁灭它。叔本华认为静观是“纯粹无意志的认识主体”排除对象与任何外物以及欲念的关系，纯然直觉地停留于该对象本身，并使自己消溶于对象之中，从而认识理式美的方式。以上诸说都探讨了静观的特征。审美静观一是要物静，排除不相干事物的干扰，集中注意力于特定审美对象；一是要心静，排除杂念，凝神专注于特定审美对象和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创造。但是审美静观并非同周围世界孤立绝缘。一方面审美是在主客体审美关系中展开的，而客体对象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千世界，人对审美对象的把握具有整体性，经历了由局部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审美是一种主体介入的综合性的心理活动，并非停留于直觉，而是经历了由感觉知觉、凝神专注、联想、想象，判断、理解，而获得一种本质的认识，并由这种认识而产生情感情绪活动和审美意象的创造活动，其过程是直觉、思维、情感、创造的过程，其本质是对特定对象的审美特性及其同其他事物相互关系，以及主体的精神需要同客体相互关系的把握。审美活动应是“静观”与“动观”的统一。


审美观照
 　即“观照❶”。


静观
 　见“观照❷”。


动观
 （dynamic view）　主体介入对象，以我观物，有所为而为的审美观照方式。与“静观”相对。语出王国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人间词话》）认为人在审美中“以我观物”、将我溶入于对象之中，使物“皆着我之色彩”，从而创造出“有我之境”。此说是对叔本华等人“静观”说的一大发展。审美是“动”与“静”的统一，在排除不相干他物干扰和物质欲念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思想、情感熔铸、凝聚于对象之中，使客体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使审美和创造美的对象成为主体思想、情感、个性的形象显现。提出“动观”有助于突现审美主体的实践性，审美活动的主体性、主观性和情感性，也有助于把握审美感知、想象、移情对艺术创造的意义。


审美主动性
 （aesthetic activity）　主体自觉、主动地寻觅、感受、创造美的性质和特征。其发动机制是人的生命本能和审美创造美的精神需求。其过程是自觉、主动地寻觅、选择自己熟悉、爱好的对象或探求、发现新的对象，主动地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集中注意力，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创造活动，主动地同对象、他人展开双向的交流，从而既从感知、创造的对象中复现、实现自己，又展开积极的审美评价。其功能是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潜力和发挥审美感知、创造的自觉性、能动性，并从自觉、主动的审美取向、审美感受、审美评价、审美创造中展现出主体的个性特征。长期主动地审美创造美是激发生命活力、积累审美经验、提高审美创造美能力的主观条件，并可以逐步形成积极进取的主动型、创造型的人格。


审美受动性
 （aesthetic passivity）　亦称“审美被动性”。主体无意间受对象刺激而被动地展开审美活动的性质、特征。它的发生主要有三种形态：（1）主体缺乏强烈的审美欲望，对美好事物较少关注，无意间受动地面对审美对象；（2）主体缺乏相应的审美经验、审美能力，被陌生对象所驱使和制约；（3）主体突然受到特定对象的强刺激，引起随意性注意。审美受动性与主动性是相互联系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众多对象中，主体对某些对象的审美可能是主动的，而对其他对象则可能是被动的，但当审美视野扩大以后，原先的被动却可以转化为主动。反之，当主体注意力转移以后，原先的主动也可以转化为被动。


审美能动性
 （aesthetic initiative）　审美主体对客体世界的积极反应和反作用的性质和特征。包括审美的选择、感受、想象、判断、理解等审美感知的能动性，情感的体验、扩张、移置的能动性，审美评价的能动性和改造对象、创造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能动性等等。它以人在实践中与对象世界发生特定审美关系为前提，以主体的精神需要、思维能力和对对象的认识为内因，是在客观制约性和把握、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发挥的审美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在人的意识、思想的指引下和情感驱使下的有目的的自由自觉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和实践行为。审美能动性是人的实践能动性、认识能动性的特殊形态，有人类的和个体的，历时的和共时的，都是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它的核心是人的能动的创造性。这种能动性的发挥使人的审美活动有可能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实践创造，有可能超越对象和前人，在认识、改造对象的过程中通过丰富的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创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新颖独特的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从而体现人的生命活力、无限创造力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由于主体有了这种审美的能动性、创造性，才使主体成为审美的主体，对象成为审美的对象，才使人在与客体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使美向人生成，使美在人的能动创造中不断丰富、发展。


审美自觉性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主体抱有明确目的从事审美活动和对审美对象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分析、判断、改造的性质。中国古代孟子所说的审美中的“以意逆志”，荀子所说的“以道制欲”以及后人所说的“悟入”、“领略”、“品味”等都触及这种自觉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求知”说、“净化”说，法国笛卡儿的“理性”说，德国黑格尔的“艺术观照”等，都肯定了审美自觉性及其对审美创造美的意义。审美自觉性的动因是主体的精神需要、审美需求，人的潜力的自觉发掘、发挥以及特定对象对主体构成的强刺激。它既表现为主体有意识地寻觅、发现和分析、判断适应自己需要的广阔的审美对象，从中获得美的享受，是人的生命活动自觉性的表现；又表现为主体在对象强刺激和特定情境影响下，自觉地调动起以往的审美心理信息储备及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对特定对象进行专注的观察、分析、综合、判断，通过同化、顺应，把握对象的意蕴，形成深刻印象，并积极展开联想、想象和情感活动，形成审美态度和评价，乃至进行能动创造，超越对象，创造新的意象和形象，从有限的对象中获得无限的内容。审美自觉性亦可由非自觉性转化而来。它是充分调动审美能动性、创造性的心理根源，可以强化、深化美感，激起创作冲动和创造美的意志行为。


审美非自觉性
 （aesthetic unconsciousness）　主体不抱有明确目的在不经意间与对象相遇和未经有意识的理智活动而直观形象的性质。德国康德提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说，认为审美没有特定目的，与概念、功利无关，已触及审美非自觉性。奥地利弗洛伊德把这种非自觉性归结为一种本能性的“无意识”，认为审美和艺术活动是在本能驱使下进行的一种非自觉、非理性、无意识的直觉活动。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审美非自觉性发端于审美直觉性，是审美中个人主观的不随意性、非功利性和形象思维的非概念性以及心理活动的无明确目的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有时表现于不期然地与对象相遇，引起无意注意，在不经意的感觉、知觉中形成初级的美感或审美快感；有时表现在不随意、不自觉的无意联想和想象中，任凭自己自发、自由的联想、想象，感受对象的美。这种非自觉性常是人的一种爱美的本能。当主体在审美中不期然与对象相遇时，原有的审美意识、心理积淀、动力定型、思维定势等，便在不自觉中与对象相互作用，并与当前的审美心理活动相互渗透，未经理性思考便形成不同程度的美感。审美的非自觉中蕴含着往昔的自觉，在对象强刺激下还可以转化为自觉。审美的非自觉性是审美中常见的心理状态，它既可以引发初级的朦胧的美感，又为审美向自觉性转化做了心理准备，并为美的创造、艺术创作的非自觉性提供了心理基础。


审美功利性
 （aesthetic utilitarianism）　审美对人的生存、发展和精神、价值的功利性质。是审美与人的价值关系的体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快乐和不适取决于事物对人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苏格拉底认为事物实现它对人的功用的目的便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德国费歇尔认为在具有思想倾向性的时代里，很难把伦理的利害之情排除出美和美感。中国孔子认为艺术合乎“礼”的善的，能起“兴”、“观”、“群”、“怨”作用的才是美的。鲁迅指出人类以为美的东西，就在于它对人的生存、斗争有用有意义，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审美活动是伴随着求知、求善、求美和求得精神愉悦的思想、情感活动，是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价值活动，它排除直接的狭隘的物质实用功利目的，也排除狭隘的非理性的政治、经济功利目的，但在其根柢里与人类生命活动、生存、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血肉相通的关系，只有当事物对人有肯定的精神价值，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益无害，能给人以理智的启迪，美的享受和唤起人的精神愉悦，才能引起人的美感。这种功利性有隐显之分，在对社会伦理、艺术作品思想情感的审美中，其精神功利性比较显著，而对自然美的审美，其功利性则比较隐晦。人们在审美中主观上通常并未自觉带有功利目的，有时还意识不到其功利性，但经过科学的分析，可以发现审美实际上能使人向着自由自觉的状态提升，具有一种整体性的内在的功利性。审美在主观上没有直接的实用功利性，在客观上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人性的完善又有广义的功利性，是主观非功利性与客观功利性的统一。


审美非功利性
 （aesthetic non-utilitarianism）　审美中不带主观的物质实用功利目的的性质。是审美与人的价值关系的体现。法国狄德罗认为审美是为了愉快而不注意事物的用途，如果把实用当作是美的唯一基础，则一切装饰就都变成可笑而多余的。英国哈奇生认为审美仅凭视听感官只能获得生理的快感，只有凭“内在感官”即心灵才能从艺术、自然中获得美感，而这种美感既不取决于对象，又与“效用”无关。德国康德进一步认为审美鉴赏判断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知识判断、道德判断，而是主观的不借助概念的纯粹的观照、静观和自由的情感判断，获得的不是感官的道德的快适，而是主观上合目的性的满足和自由的愉快，它不涉及感官上的物质欲求、实用目的的利害关系，如果审美夹杂着利害感，就会产生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也就不自由了，由此人们的审美才具有共通感。此后意大利克罗齐、美国桑塔亚那以及许多现代美学家都认为审美不带直接的实用功利目的，审美具有非功利性，有的甚至完全排斥审美的功利性。审美是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它不是为了实现狭隘的直接的物质实用功利目的，但它又与人的生存、发展和人性的完善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有当事物对人有益无害，对人有肯定的精神价值，能给人以理智的启迪、美的享受和能唤起人的精神愉悦，才能引起人的美感。在审美的非物质功利性后面依然客观存在着广义的精神的功利性，是主观非功利性与客观功利性的统一。


审美差异性
 （aesthetic difference）　审美创造美因主体而异的性质。有审美经验、观念、能力的差异性，审美取向、选择、需要、趣味的差异性，审美感知、判断、理解的差异性，审美联想、想象、情感的差异性，审美感受、体验的差异性，审美意象创造、艺术形象创造的差异性等等。审美差异性是事物矛盾普遍性的反映，是普遍存在的审美心理现象和实践行为。处于不同时代、民族、地域的人和处于不同具体生活环境、审美环境的人以及处于同一时代、民族、地域、环境的各个个体，由于生活经历、审美实践、文化素养、审美需要、审美观念和审美创造美能力等等的不同，都使人的审美取向、审美对象的选择以及审美感受、审美创造发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乃至对立。审美差异性与同一性是相互联系的，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也包含着差异性。审美差异性是相比较而成立的，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人们的审美中，往往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使人们的审美感受、体验可以相互切磋、相互交流乃至相互契合。


审美经验
 （aesthetic experience）　亦称“美感经验”。审美活动中主体感受、体验、创造、评价美的经验。审美意识的组成部分。古代美学一般着重从客观方面来探讨美，尚无“审美经验”一词。近代美学开始把研究重心转向审美主体及其心理结构、心理功能，从而把审美经验的研究提到美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例如英国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探讨人在审美中的特殊感官“内在的眼睛”或“内在的感官”即心灵，认为人的心灵天生有审辨美丑的经验、能力。休谟把审美经验归结为人的情感活动。德国康德从主观的心理功能方面来探讨审美中快与不快感情的审美经验。19世纪中叶以后，审美经验已成为美学研究的重点。意大利的克罗齐认为它是纯主观的，是对形象的直觉，并且决定美的存在；美国的桑塔耶那认为审美仅仅在于感觉上的愉快，经验是唯一可靠的，美是主体的快感经验。杜威认为审美经验来自日常经验，艺术是经验的延续和完善化。帕克认为审美经验和“美”是同一个意思。德国的朗格认为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幻觉，是一种非真实的经验，只在幻觉的想象世界中起作用；里普斯认为它是将自我的情感移入对象，是对自我的欣赏。伽达默尔认为审美经验是人类实现对世界理解的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波兰英伽登认为审美对象是在审美经验中形成的，审美经验是由审美感知、审美素质、原始情绪合成的复合经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审美经验的主体性。审美经验是人在生活实践、审美实践中逐步建构起来的主客体的精神性关系，是人的意识在多次反复的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审美特性在心理中的反映和印痕留存，是人生经验的特殊形态。它随着对象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由对象、实践检验这种经验的真实性、可靠性。人只有在一系列反复的审美实践中积累丰富的审美记忆、形象信息，自觉或不自觉地概括审美的直接经验和知识，并将之同在学习、训练、借鉴中获得的间接经验、间接知识统一起来，才可能对美获得较完整的审美感知，逐步构筑起积淀于心理结构之中的较系统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既是事物美的结构和实践结构内化的产物，又是主体内省、概括的结果；既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又有个人的个性特征。它有不同的深广度，感官直接接触审美对象所形成的未经理智总结、概括的经验是感性经验；主体在反复实践中积累起来并经过理性概括的和在教育中积淀起来的具有理性内容的经验是理性经验。感性经验是理性经验的基础，理性经验是感性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它是感性与理性、认识与情感、接受与创造、自觉与非自觉的统一体。审美经验是对象审美特质同主体审美心理相互作用形成审美感受、体验、评价的主观条件，是审美能力、观念、情趣的内在成因和表现，直接制约着审美的感受、体验、联想、想象、判断、理解的灵敏度、深广度，影响着审美的选择、意向和美的创造。它在同化、顺应对象和能动创造中不断丰富化的过程，体现了审美心理结构不断建构、改组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现代美学对审美经验有不同的界定：有的对它作广义的理解，把它等同于审美意识，认为它包括审美观点、审美趣味、审美态度、审美感受、审美理想、审美创造等，是审美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有的对它作狭义的理解，认为它是审美中形成的具体的直接经验、感性经验和经过学习、总结而获得的间接经验、理性经验，是审美意识的组成部分。通常多指狭义。


审美态度
 （aesthetic attitude）　人对审美活动和审美对象所持的态度。对审美活动的态度有主动与受动、积极与消极、肯定与否定、功利与非功利等。中国先秦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墨子主张“食必常饱，然后求美”。韩非主张“好质恶饰”。庄子主张“心斋”、“坐忘”。荀子主张“虚壹而静”。英国夏夫兹博里主张无占有欲的非功利的态度，德国康德主张“无利害感”。对特定审美对象的态度，有肯定与否定，介入与旁观、接受与创造、重理智分析与重情感体验等。《乐记》主张“感于物而动”。《文心雕龙》主张“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德国黑格尔主张介入对象，从对象中复现自己。里普斯主张“移情”。英国布洛主张保持“心理距离”等。审美态度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形成的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的一种主观的态度，体现了人与现实审美关系中的一种价值关系。它受特定时间、地点、环境、主客体关系的制约，更受到主体的审美观念、需要、能力和特定情绪的制约。因态度不同，不同人对于同样对象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审美反应。积极的主动的发挥能动性创造性的态度，不仅使审美活动成为把握美、创造美，充分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而且使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由矛盾、对立达到和谐统一，使主体成为审美创造美的主体。


审美需要
 （aesthetic need）　人对美的生理、心理、精神的需求、欲望。又称“审美欲求”。是人的生命需求的一种表现方式，人所独有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和人的生存、发展的内在机制。它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层次：（1）生理需要，通过审美调节生理机制，达到血气和平、消除疲劳、生理平衡、延续生命的目的；（2）求知、求美、求真向善的心理需要，通过审美获得新知、快乐、享受、怡情悦性，实现心理的平衡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3）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通过审美创造美使人在对象和自我的创造物中复现、实现自己，在达到最高的精神满足的同时，展示人的潜力和价值。它在内容深广度上，有自觉与不自觉、表层与深层、感性与理性、简单与复杂、高雅与俚俗之分，从而满足不同的审美需要，并由此形成它的多样性、变易性和历史发展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不同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审美能力、审美趣味的人，有不同的审美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环境、不同心境和面对不同对象时，也会有不同的审美需要，从而表现出审美需要和美感的差异性。同时，审美需要又具有人类的共同性，求美、求真、求善、求新、求变、求知、求乐，从而获得自由、和谐，生命的绵延、发展，是人类审美需要的共同特征，体现了人性、人的生命需求的共同性。审美需要是在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实践需要决定了审美需要的发生和内容，表现为人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自觉要求。审美需要是人的审美活动的内驱力，需要的深广性制约着审美创造美实践的深广度。


审美动机
 （aesthetic motive）　引起审美创造美活动的主观目的、意向、愿望的心理发动机制。有自觉与非自觉、单纯与复杂、感性与理性之分。非自觉动机是与对象偶遇事先无选择无预期目的的仅以休闲、娱乐为满足的随机性动机，或是一种潜意识的未被知觉的心理活动。自觉动机是被好奇心、探究欲、创造欲所驱使展开积极思维活动、情感活动，求知、求美、求乐的有意识的动机。单纯动机是只怀着一个特定目的选择相关对象进行鉴赏，以单一目的的实现为满足的单一动机。复杂动机是怀着多种需求选择、欣赏对象，以满足精神多方面需要为目的的复合动机。感性动机是以满足视、听等表象、表层的感性需求为目的的不求甚解的动机。理性动机是在预定的审美创造美目的和审美理想乃至特定使命感、责任感驱使下产生的求真、求美、求善的意向、愿望，既激发起丰富的想象、情感活动，又掺入了哲学、社会、伦理的理智活动，以达到理性的把握和能动创造为满足的理智性动机。这些动机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又可以相互转化。审美动机在审美实践中产生，是审美创造美的内驱力和求得审美创造美效果的行动指导。动机的合理性、现实性须以审美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为前提，并以审美创造美的客观效果来检验。


审美期待
 （aesthetic expectation）　对审美创造美活动的希冀、期望。德国E.布洛赫认为人有期望意识和幻想功能，总是期待生活有新的可能性出现，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并通过艺术的幻想展现现实中尚未存在的东西，使完满的世界超前显现。尧斯认为人在以往审美经验、知识、文学素养的基础上综合形成一种定向性的期待和潜在的“期待视野”，是文学阅读、接受的前提，并对审美的领域和理解起限制的作用。审美期待包括对审美活动的期待，对特定审美对象的期待和对自己审美创造预期效果的期待。对审美活动的期待体现了审美的自觉性、目的性、预期性，表现了人类求美、求真、求善、求知、求乐、求得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和达到自我实现、人格完善的精神追求。对特定审美对象的期待是一种为强烈的心灵渴求所驱动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定向性的期望。它对审美对象有明确的选择性，注意力高度集中，排除外界环境的干扰，形成一种专注的探求的心理空间和心理张力，希冀在审美观照、审美探究、审美体验中达到求知和怡悦身心的目的。对审美创造的期待是通过审美感知、体验、想象，沿着自己期望的特定目标改造对象，加工、提炼，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以期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展现客体世界的状态、性质、特征、发展方向和表现自我、实现自我，并力求达到预期的社会效应。审美期待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是对现实发展可能性目标的向往、预期和自我不断充实的执著追求，是审美创造美活动的内在动力。期望值愈高，主体的目的性就愈明确，创造性就愈自觉，消耗的能量就愈大。但这种期待在何种程度上实现，都受到对象的合己性和主体期望的合理性以及主体审美创造美能力的制约。


审美选择
 （aesthetic choice）　在众多审美对象中进行挑选、择取的心理活动。唐司空图所说的“博观约取”、“取一于万”，明王夫之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自得”，美国詹姆斯所说的“意识总是在选择”，都说明审美、接受具有主观选择性。审美选择有无意选择、有意选择、整体选择、局部选择之分。无意选择是无预期目的，因受特定对象的强刺激所作的随机性选择；有意选择是根据主体审美需要、审美能力所作的主动选择，既可出于求同心理选择自己熟悉的对象进行反复欣赏，经过同化作用求得深化的理解和愉悦，亦可出于求异心理选取陌生的乃至异己的对象进行观察、探究，经过顺应作用获得新知和新的审美感受；整体选择是在纷繁杂乱的对象中选取某一对象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局部选择是在某一整体对象中择取其中某些部分进行欣赏、分析。在审美创造、艺术创作中也贯穿着选择性，选择最有价值、最富有表现力的对象，并有选择地沟通各种形象之间、对象与自我之间的联系。审美选择是审美主动性、倾向性和审美创造集中性、鲜明性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审美的深广度和审美创造的效果。


审美理想
 （aesthetic ideal）　亦称“美的理想”、“美学理想”。人期待、憧憬和追求的最高最美的境界。是人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美学史上对审美理想有不同见解。中国古代儒家把“尽善尽美”、“中和”、“温柔敦厚”视为最高审美理想。道家把存在于“天地”之间体现“道”的“大美”视为最高的审美理想。古希腊柏拉图把“理念世界”的美、古罗马普洛提诺把神的美当作不生不灭、无始无终的“最高的美”。德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美的理想是凭想象力在心中形成的以个别形象显现出来的理想内容。席勒认为美的最高理想是实在与形式的尽量完善的结合与平衡，具有熔炼性与振奋性，但在现实界和人的经验中不可能达到。黑格尔认为审美理想是有力量的、本质的、有特色的东西，是“美的艺术的真正本质”，艺术美是其集中体现。现代西方有些美学家常把审美理想归结为纯粹形式的、唯美的范畴，否认它的社会内容。审美理想是在人的生活实践、审美实践、艺术实践中产生的，是依照美的发展规律和艺术规律对完满的美和艺术的追求、期待，是人在想象中所构造的美的理想形态。它受人的生活理想和世界观的制约，具有历史发展性和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内容。不同时代、民族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理想。艺术家在艺术中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他们的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有终极理想和阶段性理想，都对人的审美活动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制约人的审美选择和审美判断，往往作为人衡量事物美丑的最高标准。它还构成人的一种心理驱力，推动人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促成人的意志行为，将理想与美的规律统一起来去创造美、克服丑，从而改造世界和人自身。我国现代美学对其内涵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它包含着生活理想、社会理想，是人的理想的最高表现；有的认为它是社会理想的表现形态之一，受社会理想的制约；有的认为它实质上即社会理想，两者都将最合理的社会及其美作为最高理想。


审美效应
 （aesthetic effect）　亦称“审美效果”、“审美效益”，与“审美动机”相对。审美创造美中所追求和达到的预期效果、效益。马克思主义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认为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动机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实践创造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效果是对动机的行动体现和实践结果。审美效应是在特定审美创造美的动机、目的驱使下经过审美创造美的实践所达到的精神效应和社会效益。有个体主观的审美效应和创造美的客观效应、效益之分。个体主观的审美效应是在审美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启迪、娱乐和美的享受、美的熏陶，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得到教益和怡情悦性，血气和平，身心和谐，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创造美的客观效应、效益是通过审美创造物所达到的不包含实用功利性的社会的精神的效应，使人们在审美鉴赏中获得启迪和美的享受，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审美素质，并可以在社会流通中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审美效应有长远的和目前的、全局的与局部的之分。审美效应是审美创造美的预期目的的实现，由于人们审美创造美的动机、观念、趣味、能力的差异、对立，审美效应又有正效应、负效应和超效应之分。当审美主体、创造主体的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创造与规律相一致时，便产生正效应，反之则产生负效应。当审美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性时，还可能产生超越对象意蕴和创造者预期的超效应。


审美自由
 （aesthetic freedom）　审美创造美中所获得的心灵自由和生命力的释放。审美是不带强制性、功利性的超越物欲限制、经验事实、不合理戒律的自由自觉的实践行为、心理活动，包括审美选择的自由，联想、想象的自由，判断、评价的自由，思想、情感的自由表现，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自由创造和自由的意志行为等等。自由自觉的审美实践活动促成了人与现实的特殊的审美关系，使人的审美在把握必然性的基础上同对象自由地相互作用、相互契合，把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射于对象，使自然人化，使美向人生成，并通过人的自由活动、自由创造，无拘束地袒露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人生理想，表现无压抑的纯真人性，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从而在自己的创造物中自由地复现自我、实现自我，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自由是人的天性，是美的本质和审美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审美创造美的动力、目的和取得预期效果、实现人的价值的必要前提和保证。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和程度。审美创造美的自由是在对必然的把握和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的改造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把握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和美的规律的基础上获得的，必然受到主体实践范围、深广度的制约和主体思想、情感、审美经验、审美创造美能力的制约。人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践和锐意创造、创新，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


审美再现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审美、艺术真实地反映、摹写客体现实。审美再现是客体审美特性在头脑中的映象，艺术再现是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审美感受的物态化。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现实的审美关系、对现实的态度和审美创造的原则。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模仿”说，主张审美、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模仿事物的外形、本来面目，具有普遍性，开了再现论的先河。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人提出“镜子”说，认为美和艺术的根源在于自然事物本身，艺术应“师法自然”，像镜子那样真实地反映、再现现实，同时又以智力对自然现象加以选择和集中、概括、理想化，创造出“第二自然”，使艺术再现高于自然。17世纪的理性主义、新古典主义进一步主张再现应以理性抑制情感，艺术再现的应是经过理性选择、改造的现实，并要受理性的检验。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应物象形”说，“以天地造化为师”说也肯定了再现在审美、艺术中的作用。再现、再现论与反映、反映论相通，它以主客二分和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强调审美客体、现实生活的第一性，强调审美主体、创作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和再现的真实性。再现有被动与主动、消极与积极之分。自然主义主张以科学实验的方法，纯客观、无选择、事无巨细地如实记录、再现现实、强调再现的精确性、细微性、逼真性，乃至热中于描写纯属偶然、琐屑的事件和细节，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再现。现实主义既强调从现实生活出发，真实再现现实，又强调对现实生活进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集中、概括、加工、提炼，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典型形象，在叙事性作品中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达到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使再现的生活、形象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具普遍性，由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揭示现实的内在必然性。审美、艺术中的再现与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理想、愿望的表现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表现须以再现为基础，在再现中又包含着表现。再现强调尊重现实、真实反映现实，能动地作用于现实和影响审美者的思想、情感，在中外美学、艺术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审美表现
 （aesthetic expression）　审美、艺术表达主体的思想、情感、愿望。审美表现是主体在审美体验、意象创造中的情志的反映，艺术表现是通过形象塑造对艺术家思想、情志的物态化，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现实的审美关系、对现实的态度和审美创造的能动性。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言志”说、“缘情”说、“兴寄”说、“为情造文”说等，肯定了表现对于审美、艺术的决定性作用。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已有表现说的萌芽。19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开始自觉地强调艺术的表现。20世纪初兴起的表现主义美学提出直觉即表现即艺术即美的观点和“使情成体”等理论。现代主义艺术认为审美、艺术活动是个人化、个性化的活动，更注重个体的思想、情感、幻想、无意识的表现。20世纪中期的符号论美学则认为艺术是表现公众社会情感的符号。表现、表现论不同于再现论、模仿论、反映论，它以主客统一和强调主体性为哲学基础，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认为客体世界是被主体所把握，并通过主体的表现而展示，更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个体的创造性。它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侧重个体性，强调个体情感的表现；广义的侧重群体性、社会性。审美、艺术中对主体思想、情感的表现与对现实的再现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表现须以再现为基础，在再现中又更突出主体情志的表现。强调审美、艺术的表现功能，有助于克服机械、消极、被动的模仿论、反映论，突出审美创造美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表现与再现的统一，是中外美学、艺术的优良传统。


审美语言
 （aesthetic language）　形成、表达、交流审美感受、体验和审美评价的工具。审美心理活动、思维活动、意识活动和审美创造赖以存在的内在机制。有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之分。内部语言是审美心理活动、思维活动、意识活动赖以展开而尚未外在化的语言；外部语言是内部语言的加工和外在化、物质化，是表达、交流的手段，含口头语言、肢体语言、书写语言等。它是审美中形象思维的手段，对审美感知到的客体形象，主体感受、体验和创造的审美意象进行分析、组织、描绘；又借助语言展开逻辑思维，对审美感知、情感、评价进行概括、叙述。人类原始审美意识开始萌生时即已伴随着模糊表达这种意识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此后随着人类审美实践、审美意识、科学技术的发展，审美创造美的语言逐步发展为书写语言和文学语言、艺术语言、科学语言、人工语言等，并日益丰富化、形象化、精确化、复杂化。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的论争和“言外之意”、“言近旨远”等学说，探讨了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特征，语言与达意的矛盾性、统一性以及文学语言、艺术语言蕴藉多义的张力。在西方古代、近代美学、诗学、语言学中，一般都从模仿论、表现论出发，把语言视为模仿、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到20世纪，出现语言哲学，把语言视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如何实现其意义。在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美学流派中，表现主义美学认为语言和审美、艺术是一致的甚至是等同的；现象学美学认为语言表达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美学应揭示语言所蕴含的意义；存在主义美学认为美和艺术的本质蕴含在语言之中，存在依赖语言；解释学美学认为审美理解、艺术理解是人通过语言在与对象的双向交流中实现的。在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美学流派中，分析美学注重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认为美和艺术难以用语言定义；语义美学主张对美学术语进行语义分析，认为美和艺术无法用逻辑语言下定义；结构主义美学认为语言符号表现具体事物的“能指”和表示事物意义的“所指”是不同的。此外，形式主义美学、符号论美学、新批评派等都探讨了语言与美学、审美、艺术的关系。


审美心理结构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主体内部反映事物审美特性及其相互联系的知、情、意系统和各种心理形式的有机组合结构。先秦孟子认为“心”是天生的，是五官的主宰，知觉、意识的本原，包含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认知、情感。荀子则认为心是“感物而有知”，心理结构是人的形体的机能，“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认识、情感是“天官”（感官）的知觉和“天君”（心灵）的思维相互作用的结果。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的灵魂（心理）结构由理性、智慧、情欲组成。英国培根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感觉、知觉、记忆、理智、想象、情感、意志等组成。现代结构主义心理学美学的“元素”说、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完形”论、发生认识论的“建构”论等，都探讨了认知心理结构和审美心理结构的构成、特征、功能。审美心理结构是构成主客体审美关系的中介和审美、创造美活动赖以产生、发展的心理构造，是人的总体心理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包含着审美直觉、审美意识和审美潜意识等的整体审美心理系统。它以大脑皮层结构系统的机能为生理机制，在审美感觉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遗传性。但新结构产生、发展的根源在于人的审美实践和在实践中主客体审美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是人类、个体长期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结构和特定时期生活结构、审美对象结构内化的产物，是个体共时性建构、继时性积累和人类、群体历时性积淀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建构、积淀、发展有自发与自觉之分。人既可以在审美活动中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改变、发展原有的审美心理结构；又可以通过学习、训练、内省、反思和能动创造，进行自觉的自我调节，有意识地建构、改组、充实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它形成后有质的规定性、相对稳定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体现了它的发展阶段性和共同性，使人有可能在审美感受、创造上相互交流；同时又有开放性、变易性、无限性以及群体、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随着社会生活、审美实践和人创造的美的发展以及审美中接纳信息的丰富化，人在同化、顺应对象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着原有的审美心理结构。审美心理结构是多因素、多层次有机组成的具有整体性、自调性、转换性的动力结构系统，由审美意识内容结构和审美心理形式结构整合而成。意识内容结构包括审美认识结构、情感结构、意志结构这三个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生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认识是基础，情感是动力和中心环节，意志是审美、创造美行为的内驱力和调节者，它们都渗透着社会、哲学、政治、伦理、文化、艺术的观念和个人的经验、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心理形式结构包括审美的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判断、联想、想象、情绪，以及错觉、幻觉、幻想、通感、潜意识等相互递进、叠合、交叉、逆转的组成部分。各种审美心理内容、心理形式之间既相互联结、交织和相互作用，又各自成系统，从而构成审美心理结构的系统网络。审美心理结构是审美、创造美的内在依据，客体的审美特性只有通过内部心理结构的中介作用而被内化并同原有心理结构相互作用，才被人认识、接纳和改造，产生审美感受、体验、判断和评价、创造。审美经验、审美需要、审美观念、审美态度、审美能力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创造美的实践和创造的结果是它的外化，独特的审美意象和艺术创造中的个性、风格等是它的个性特征的具体展现。


审美心理中介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mediator）　联结、沟通审美主客体构成特定审美关系的中介、中间环节和主体审美创造美的内在机制。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是沟通主客体关系的中介物。审美创造美不是被动、机械地反射、摹写美，而是经过了主体审美心理的中介作用和调控作用。只有经过审美心理这个中间环节的中介、协调作用，主体才与现实发生区别于一般关系的特定的审美关系，才使主客体由对立达到相互沟通、融合、统一；也只有当主体建构了特定的审美心理结构，具备了联结主客体的中介、中间环节，才使客体由“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才成为主体的审美客体、审美对象，也才使主体成为审美的主体，成为能够按照任何物种尺度、自己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创造美的主体。


审美生理机制
 （aesthetic physical mechanism）　审美中各种实践活动、心理活动赖以产生、发展的生理构造、功能及其相互联系。由感受器、传导神经、大脑皮层、效应器组成。审美对象的形象信息刺激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受器，通过由神经元组成的传入神经传导到大脑皮层相应部位；经大脑的分析、综合后又反馈到感受器，用以调节、控制感受器，使之更好地接受刺激；然后由传导神经再将刺激回复到大脑皮层，由大脑对新、旧信息再次进行比较、识别、综合、加工、贮存、转换，并通过传出神经传导到手足、眼、耳、鼻、舌、身等效应器；效应器又将信息反馈、回授到大脑，经过大脑进一步综合、加工后，再输送到效应器。其间经过多次循环往复，从而对刺激物形成审美反应。人的感知觉有一定的阈限（如光波在760—380毫微米之间为可见光，音波频率在16—20000赫兹之间为可听音），在阈限的上下波动的光和声等，使人感知到不同的形状、色彩和声音。审美中由接受刺激到反应、创造，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生理活动，其生理机制是各种生理构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有整体性、自调性的有机动力系统，大脑皮层是它的核心部位，听、视、触感官是它的主要器官。同时，呼吸、脉搏、血液循环的律动对审美心理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并同各种效应器共同形成审美心理活动、生理活动的外在表征。审美中的喜、哀、怒、乐等的发生和表现，都有相应的生理机制。生理机制是审美心理活动和各种心理形式的生理基础。审美感觉、知觉是刺激物引起的相应感受器、神经系统、大脑皮层相应部位的冲动、兴奋；注意是刺激物在大脑中形成的定向反射的优势兴奋中心；记忆是刺激物在大脑皮层兴奋中形成的暂时神经联系所保留下来的兴奋痕迹，是审美的信息贮存；联想、想象是大脑皮层原有的暂时神经联系的重新组合、沟通；情感活动是大脑皮层与各皮下中枢的协同活动；理智、意志行为是大脑皮层支配下的一系列随意动作的组合活动等。审美生理机制有遗传获得性，并随着人类审美历史积淀的丰富化而发展，同时又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而强化它的功能。


审美内驱力
 （aesthetic drive）　由人的精神需求所形成的审美创造美的内在心理驱动力。弗洛伊德较早明确提出“内驱力”概念，认为人的欲望尤其是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强劲的心理能量和本能，是生命活动、心理活动和一切行为的最终驱动力，即“力比多”（libido）或“性力”，同时也是人类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的原动力和升华能力。审美内驱力包含这种“性力”，但更主要更经常的还是人在实践中产生的求美、求真、求善、求知、求乐的精神需要所形成的心理驱力。它是审美实践经验内化、积淀的结果，并外化为审美创造美的实践行为和创造成果。有广狭二义。广义是人类生命力的扩张，对真善美和社会和谐的向往。它驱使人怀着求真向善爱美的动机、目的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强大的意志力，坚持不懈地从事审美创造美活动，在寻求美、探究美、创造美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在改造世界中使对象人化，使自然、社会、人性更美。狭义的审美内驱力是人怀着特定的动机、目的对特定对象产生的审美欲望。它驱使人感知对象、改造对象，发现和创造美，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审美内驱力是人的生命本能和人的潜力的表现，是审美创造美活动的内在策动力。它的强度、深度、广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的思维能力、审美需要的发展而发展，当它同人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相结合，便构成审美创造美的持久力、创造力，并直接制约着审美创造的力度。


审美心理张力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tension）　审美中感知对象、超越对象的心理潜力和趋向。“张力”原是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其内部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牵引力。法国让内将其引入心理学，认为人遇到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力量发生冲突时，便形成心理的牵引力和心理张力，它制约着人的行为趋向和结果。美国阿恩海姆将之引入美学，认为张力既是蕴含于对象中的相互牵引力，又是人的一种具有倾向性的心理的力，这两种力的相互作用，使人从静态的艺术等审美对象中能够看到似动、运动；对这种张力式样、结构的感知，使人从各种力的不同配置、相互作用中，把握艺术品的结构和艺术性的高低。审美心理张力是人在长期审美实践中所积累的一种特殊的心力，是大脑对外来刺激进行组织、反应、改造、再创所焕发的创造性能力，是人从对对象自身内部的张力的感知中所引申、开拓出的主体心理的扩张力和心理的趋向，使人有可能从对象的有限形式、形象中发掘出无限的意蕴，乃至自我扩张、能动创造、超越对象，创造出对象中所没有的东西。审美对象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存在的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牵引力和张力，尤其是艺术形象、意境的丰富性、多义性、不确定性所形成的张力，是审美主体心理张力的客观基础。主体心理张力是对对象张力的感知、应对和扩展，表现为审美感受力、想象力、判断力、情感体验释放力和审美创造力等心理能力的扩张和张扬。审美对象内涵、外延的张力，内容、形式的张力，所指、能指的张力，以及形象的张力、语言的张力、结构的张力等，都是主体心理张力和对象形象张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了审美心理的潜力和制动力、扩张力。当审美心理能力受到限制时，心理张力就减弱，只能被动地感性地感受对象，甚至发生审美的心理障碍；当审美经验丰富、审美探究欲望强烈时，心理张力就增强；当审美欲望、动机得到满足和实现时，这种张力就逐渐减弱，乃至暂时消歇。审美心理张力是审美创造美活动的强力和驱力，直接制约着审美创造美心理活动的过程和强度、深度、广度，并制约着审美创造物的张力效应。艺术形象的张力愈大愈强，其容量就愈大，就愈能唤起受众的想象，其感召力就愈强。


审美能力
 （aesthetic capability）　人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特殊才能。包括审美的知觉力、感受力、记忆力、鉴赏力、判断力、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表现力、意志力等。是人的智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孟子认为人有天生的“良知良能”。宋严羽认为作诗、读诗须有特殊的才智、趣味“别才”、“别趣”。清金圣叹认为审美要有特别的眼光“别眼”。叶燮认为艺术创作须有审美感兴、艺术传达的“才”，并与“胆、识、力”交相为济，方能深刻认识和真实反映世界万物的“理、事、情”。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审美能力是少数“天才”所独具的本领，只有当“天才”处于迷狂状态才能观照到“上界”的美。英国哈奇生认为它是“天生的、先于一切习俗、教育或典范”的“内在感官”即心灵对事物的感觉力。法国狄德罗认为它是由于反复的经验而获得的审美敏捷性，只有当决定评判力的经验留存在记忆里，才具备有识见的艺术欣赏能力。美国苏珊·朗格认为它是区别于一般经验、一般能力的特殊能力，它与联想、想象、情感活动紧密联系，并具有创造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审美能力的成因和特征，但都忽视了它的实践根源。审美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特殊能力。它以遗传获得的健全的神经系统、脑功能和感官等生理机制为自然基础，但主要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审美实践和学习、借鉴、训练中形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对审美信息接受、传导、储存、处理、加工、转换、再生成的能力，是人的审美经验和创造力的表现，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的世界观、审美观的制约。由于人的实践领域和社会、历史、艺术、自然等方面知识积累的深广度或侧重点有一致性、差异性和历史发展性，人的审美能力也有共同性、差异性和发展性。审美能力是抽象思维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的统一，认识能力与创造能力的统一。包括对事物审美特质的感觉、知觉、记忆、分析、综合、判断、理解、推理等认知能力，也包括在高度美学修养、文化艺术素养基础上形成的创造性联想、想象、情感活动和灵感思维、艺术表达等专门能力。它作为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主要因素和人从审美上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能力，不但直接制约着审美、创造美的效率，成为审美感知、审美判断、美的创造的必要前提，而且帮助人全面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成为人按照自己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心理基础。


审美鉴赏力
 （aesthetic sensibility）　简称“鉴赏力”。欣赏、鉴别、判断、评价美丑和审美创造的特殊能力。是审美知觉力、感受力、想象力、判断力、理解力、创造力的综合。西班牙格拉西安莫拉莱斯在《案头预言家》一书中最先提出研究人的鉴赏力问题，认为它同判断一样是人的特殊的理性的能力。法国布瓦洛、狄德罗等人认为它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以认识的逼真性、合理性、明确性为特征的理智能力。英国夏夫兹博里、哈奇生等人认为它是天生的，是人的“内在的眼睛”、“内在感官”，即心灵的能力。博克等人认为它是人的生理感官的知觉力，与理智活动无关。德国康德认为它是与同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无利害感的主观判断力，决定着美的存在。黑格尔认为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人将自己的生气、生命灌注于对象，从对象中达到自我实现，由此才能以高度鉴赏力去认识美。审美鉴赏力是人所独有的一种特殊能力，它来自长期生活实践、审美实践、艺术实践和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具有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内容。不同时代、民族的人和具有不同思维能力、知识积累、文化艺术素养的个人，具有不同的审美鉴赏力。审美鉴赏力既表现于审美感性直觉的敏锐性，分析、综合、判断、理解等理智活动的深邃性，又表现于联想、想象、情感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认识与创造的统一。它是迅速、完整、深刻地把握事物审美特性和创造审美意象的必要条件，是创造美与艺术的必要前提。


审美感受力
 （aesthetic sensitivity）　审美中感知、接受美的能力。有广狭二义。狭义指审美认知能力。它以五官、大脑感觉、知觉能力为生理机制，以审美经验为心理基础，通过感官、大脑对特定对象的直觉、注意、选择、分析、判断达到审美的理解、接受，从而表现出审美的直觉力、注意力、过滤力和概括力、判断力、理解力，是审美能力第一阶段的直觉能力与第二阶段的判断力、理解力的综合，是审美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和创造活动的前提。广义指整体性的审美能力。包括审美认知能力，联想、想象能力，情感体验、释放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是生理能力与心理能力、认知能力与想象能力、理解能力与情感张力、接受能力与创造能力的综合。一般在狭义上使用。


审美判断力
 （aesthetic judgment）　人对事物审美特性及其相互联系进行分析、综合、品味和作出审美评判的能力。是审美能力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在审美实践中经验积累和学习、训练的结果，包括审美的观察力，感受力，分析、综合力，理解力，创造力和传达力等。审美直觉、联想、想象和分析、概括的能力是它的前提，特定的审美需要、情感、习惯制约着它的发挥。审美判断力主要体现于形象思维过程，也借助于抽象思维，通过特定语词、概念对事物审美特性进行概括、评定和作出论断。它制约着审美认识的程度和审美情感、审美评价、审美意志的性质。是审美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的桥梁。


审美知解力
 　即“审美理解力”。


审美理解力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亦称“审美知解力”。人对事物审美特性的认识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思维能力。中国古代常用“知”、“意会”等表示。在西方美学史上，人们对理解力有不同的界定。意大利缪越陀里在《论意大利诗的完美化》中认为，审美理解力是审美鉴赏力、审辨力、判断力的总和，是一种理智、理性认识的能力。德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理解力德文Verstand（又译“悟性”、“知性”、“知解力”）是构成天才的心灵能力之一，包括逻辑的推断、分析、综合、推理的能力，同想象力一起构成把握现象界的认识功能，但它只能掌握自然现象的某些部分，而不能像理性那样认识整体、无限和“物自体”，只有经过判断力才能将理解力与理性加以沟通。英国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认为理解力（又译“智力”）是“约束、证实和体会的能力”，既证实、确认事物的审美特性，又包含着主体的主观体验、领会。审美理解力是对事物审美特性的理智把握能力，是人的思维能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包括把握事物局部特征并加以抽象的知性理解力；把握事物本质、整体特征、相互联系和规律的理性认识能力；从整体上清晰领会、体味或轮廓式领略对象审美特性的意会能力等。理解力有表层的理解力与深层的理解力，局部的理解力与整体的理解力，清晰的理解力与朦胧的理解力，直接的理解力与间接的理解力，渐悟的理解力与顿悟的理解力等。它们在审美实践和学习、训练中形成，以一定的审美认知结构为基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和思维能力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个体，有着不同的理解力。对特定事物的理解力来自对事物审美特性的感知、比较、分析、综合、判断，乃至推理，并以这些相应的心理能力为基础。它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协同活动的结果和这种思维能力的表现，通常体现于特定的词语、概念、观念之中，但它一般伴随着对感性形象的知觉力、感受力、联想力、想象力、情绪弥散力和意象的创造力，表现出形象思维的能力。审美理解力决定着审美判断、审美理解、审美评价的性质、程度，直接制约着审美情感、意志活动的强度和审美意象创造、美的形象创造的深广度。


审美想象力
 （aesthetic imagination）　人在审美、创造美时将各种相关形象记忆加以组合以认识对象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是人的智能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美学史上，人们探讨审美、艺术创造、形象思维的特征时，对想象力曾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晋陆机认为它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能力。南朝梁刘勰认为它是“神与物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才能。意大利维柯认为艺术靠想象力，哲学、科学靠推理力，推理力愈弱，想象力就愈强。缪越陀里认为想象力是领会和认识具体事物形象的功能，它可以同理解力联合起来构成形象，或单独构成形象，把无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并且伴随着情感的活动。英国柯勒律治认为想象力不仅可以认识事物的形象，而且可以造成和改造形象，是一种重新创造的能力。德国康德认为想象力是形成表象并把表象连接于知性或理性的心灵能力。德国黑格尔认为想象力来自天生资禀和后天的学习、训练，是艺术家把脑中构成的形象诉诸感性物质材料从而完成艺术作品的能力。审美想象力是人所特有的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心理功能，有再现的与创造的两种。再现性想象力是将他人语言、文字塑造的间接形象再造成感性的直接形象的能力；创造性想象力是将各种记忆形象、表象、意象加以组合，创造出超现实、超时空新形象的能力。它们都以审美实践经验、知识积累、文化艺术素养为基础，以形象记忆的丰富性和对众多形象信息的黏连、组合能力为直接根源，并受审美、创造美的目的性、特定情绪状态的制约。审美想象力同科学想象力一样，都体现了人的思维能力，都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审美想象力的展开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创造性、幻想性，更具形象性、情绪性和个性特征，离直接的实用功利性更远，集中体现了形象思维能力的特征。审美想象力是审美直觉迅捷升华为理解，激起情绪活动、意志活动和审美意象创造的直接动力，是艺术创造力的前提。


审美创造力
 （aesthetic creativity）　人在审美中能动创造的能力。美国吉尔福特认为创造力的特征是心智活动的流畅性、思考方式的变通性和思想行为的独创性。审美创造力是人的创造力中的一种基本能力，包括创造新观念、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新手法的能力和创造新审美意象、新艺术形象的能力，表现于审美感受力、判断力、概括力、想象力、审美意象创造力等形象思维能力和艺术意象、意境创造力、艺术表现力以及审美评价的分析综合力等方面。有原创性创造力，再创性、继创性创造力和整合性创造力等不同形态和层次。它来自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在把握美的规律和学习、借鉴前人审美经验、创造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提升的结果，是在观察对象、主观体验、仔细揣摩、发挥想象力和经久反复的创造性活动中积累而成的。能动创造的审美意象，艺术形象、意境的原创性、新颖性、独特性、生动性、超越性、感染性是审美创造力的反映。它是审美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行为的内在根源，在审美创新、艺术创新和评论创新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是人类的一种潜力和特有的能力，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也是美向人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和美的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和有不同审美经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创造力，从而表现出审美创造、美感和艺术创造力度的差异性和历史发展性。


气质
 （temperament）　个体具有稳定性的生理、心理、行为方面的个性特征。通常指人的基本素质，是在言谈、行为、仪态、举止上所表现出的人的思想、道德、情趣、才学等方面的品质、品格、素养和能力，是人格的表现形态。在审美心理学中指个体在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速度、强度、隐显度和指向性、稳定性、敏捷性等生理、心理反应以及行为方式上的个性特征。这种生理、心理的气质可以是一种禀赋，具有先天遗传性，可通过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等基因遗传物质从上代传递给后代，表现为遗传获得的审美视、听、触感官和大脑皮层对信息接受、贮存、处理的能力以及初级审美知觉力、感受力等，但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实践、教育、学习加以改变、完善和重塑。气质因人而异，又客观地形成若干共同的特征和类型。中国先秦时期的《内经》根据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将气质分为好动的太阳型、少阳型，喜静的太阴型、少阴型和动静适中的阴阳平和型等三类五型。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根据人的体液将气质分为活泼机敏的多血质，急躁冲动的胆汁质，安静内向的黏液质，孤僻坚韧的抑郁质等四种类型。俄国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系统学说按大脑神经活动的强度、灵活性、均衡性，将气质分为活泼型、兴奋型、安静型和抑制型这四种类型，并根据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平衡关系将个性分为艺术型、理智型、中间型。此外还有人按血型将气质分为A型、B型、O型、AB型四种类型等。气质是个体性格、素质和审美个性的生理、心理基础，对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发展和审美取向、审美反应往往起着预先的制约、调节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审美创造美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


禀赋
 （endowment）　亦称“资质”、“资禀”。个体在社会活动、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具有稳定性的生理、心理、行为等方面的个性特征。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先天素质”、“气质”相通。具有遗传获得性，但它可以在后天的实践、学习中加以改变和重塑，对人的审美创造美活动可起预先的制约、调节作用并影响着审美感受、审美创造的个性特征。参见“气质”。


胆识
 （courage and insight）　审美、创造美中胆略与见识相统一的心理要素。胆指胆量、勇气、胆略；识指认识、知识、判断力、理解力；胆识是两者的统一。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曾说：“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认为审美和艺术创造中的胆与识可“交相为济”，识是胆的基础，“识明则胆张”，胆是识的表现和前提，“胆能生才”。审美、创造美中的识和胆来自长期的实践、学习、训练，对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对生活本质、审美规律、艺术规律的把握，有胆无识只能是主观随意的轻举妄动，有识无胆，就不能创新，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和独特风格。“胆”与“识”的辩证统一反映了主观与客观、接受与创造、再现与表现、继承与革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它是审美心理认知结构、情感结构、意志结构的统一体，是审美能动性、创造性和艺术原创性、独创性的心理基础，是审美创造美能力的表现。


审美个性
 （character）　个体具有独特性、倾向性和相对稳定的本质性的心理特征、精神面貌、实践行为的总和。在审美心理学中指审美个性。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审美经验、审美能力，在审美创造美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的人才具有自己的审美个性。其共同特征主要表现为：（1）有较完备的审美心理结构、独特的心理过程和相对稳定的审美心理状态，在审美直觉、思维、情感、意志活动和审美选择、判断、理解等方面形成稳定、恒久的心理态势，并形成个人独特的动力定型、思维定势，在审美反应中有较强的敏感性；（2）在审美创造美中具有独立自主性和独特倾向性，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审美需要、审美取向、审美标准和审美创造美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性格、情趣；（3）有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能力和审美创造美能力，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地创造具有个性特征的审美意象或美的物化形象，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风格；（4）在个人独特性中表现出社会的某些共同性或类型性，是个人独特性与社会普遍性的统一。形成审美个性的气质、禀赋具有遗传获得性，但整个个性特征主要在后天的实践、教育、学习、训练中形成。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形成具有本质性、主导性的一以贯之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变易性、可塑性，随着所处社会关系、生活环境的变化和审美实践、文化素养、审美能力的发展，审美个性也随之发生变化乃至重塑。审美个性是个人独特性的表现，既直接制约着个人的审美过程和审美选择、审美情趣、审美判断，又直接影响着审美创造美的个性、风格，是审美发现、审美创造独特性、多样性、丰富性和发展性的个体性根源。


审美个性类型
 （character type）　人们在各种审美取向、审美反应上所表现出的具有典型性、倾向性的心理、行为形态和类别特征。是人格、个性类型在审美创造美中的表现形态。按审美个性发展迟速有早熟型与晚熟型；按审美心理反应和行为的灵敏度有迟缓型和敏捷型；按审美感受力状况有善于概括、归纳的知觉综合型和善于分析、演绎的知觉分析型；按审美创造美中个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程度，有审美求同心理、顺从心理占优势的顺从型、被动接受型和探究心理、求异心理、创造欲望占优势的独立型、能动创造型；按理智、情感、意志在个性特征中所占优势状态，有重于直感的直觉型，重于理性分析的理智型，重于情感体验的情绪型和重于意志行为的意志型；按审美思维方式，有习惯于以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的形象思维型或艺术型和惯常以逻辑思维占主导地位的抽象思维型或科学型；按审美情绪倾向有倾向于悲剧的悲情型和倾向于喜剧的欢乐型；按审美心理能量流向和情绪隐显状态，有能量外泄、情绪外露的外倾型或外向外露型和能量内倾、情绪内藏的内倾型或内向内藏型；按审美中情绪的稳定程度有自控性强的平稳型和难抑制的冲动型；按意志强弱有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柔弱型和善于决断、勇于行动的刚毅型等。以上各种类型的人面对同一对象、环境会作出不同的审美反应，表现出审美个性的差异。这些类型是相对的，是对其主导倾向、特征的归类，每个个体并不完全属于某一类型，而是大多属于几种类型组合的综合型或中间型。同时，这种类型是变化的、可塑的，一方面，当个体面对不同对象，处于不同环境时，其类型会发生变化，转换；另一方面，随着个体审美实践的发展，个性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能力的发展，其类型也会随之变化、发展。把握审美个性类型有助于审美者调整自己的个性心理结构，提高审美感受力、创造力，也有助于美的创造者提高作品的感染力，以适应不同个性的人的审美需要。


审美内倾型
 （introversion）　亦称“审美内向型”。审美中感知、判断、情绪内向、内藏的心理、性格类型。瑞士荣格在《心理类型学》中提出，认为人有内倾、外倾两种基本心态，有感觉、直觉、情感、思维四种心理功能，这些心态、心理功能的不同配置和组合，便构成人的八种性格类型。审美内倾型偏重于将心理能量从外部事物返回到主体内部，有四种形态：（1）感觉内倾型。感觉机能占优势，注重对自己感兴趣的外部事物的审美感觉，并沉浸在自己的主观感觉之中而不求甚解；（2）直觉内倾型。直觉机能占优势，审美感受、判断以自己以往积淀的直觉经验为依据，且多耽于独自的想象、幻想；（3）情绪内倾型。情感机能占优势，情绪活跃而内藏，多愁善感，沉默寡言，对他人的情绪反应无动于衷或不露声色；（4）思维内倾型。思维机能占优势，善于独立思考，好独断，只凭自己的观念判断对象，不关心他人的评价。审美内倾型的心态是一种偏于主观的心态，审美心理活动倾向于信赖自己主观的感受、体验、判断，性格内向、沉静、多思、执著，在审美中有较强独立自主性，在艺术创作中善于表现幽微曲折的心理，但容易自我封闭、孤僻、压抑，过于自信，难以与他人交往、交流。人的内倾的和外倾的心理、性格是一种个性特征，并无优劣之分，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固定不变的。它的发生有先天遗传因素，但随着个体生活阅历、境遇，审美经验和特定审美环境、审美对象的变化，内倾和外倾可以不同程度地并存，亦可以相互转化。


审美外倾型
 （extroversion）　亦称“审美外向”型。审美中感知、判断、情绪外向、外露的心理、性格类型。瑞士荣格在《心理类型学》中提出，认为人有外倾、内倾两种基本心态，有感觉、直觉、情感、思维四种心理功能，这些心态、心理功能的不同配置和组合，便构成人的八种性格类型。审美外倾型偏重于将心理能量投射于外部事物，有四种形态：（1）感觉外倾型。感觉机能占优势，喜好接触各类审美对象，按对象外在的本来面目感知、评判对象而不介入自己的思想情感；（2）直觉外倾型。直觉机能占优势，习惯于以自己以往积淀的直觉经验探求各种新鲜的事物，想象自由活跃，却常远离和抛弃原先关注和引起想象的对象；（3）情绪外倾型。情感机制占优势，容易受对象感染而激动和移情，情绪多变而外露，对事物的审美评价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4）思维外倾型。思维机制占优势，尊重事实和客观法则，按事物本来面貌作出审美判断，内思易见于外在的言行。审美外倾型的心态是一种偏于客观的心态，心理活动倾向于尊重客观、尊重他人，性格外向、开朗、活泼、随和，不善自制，易于适应环境、接受新事物和富有冒险精神，善于同他人交往、交流，又易于随遇而安，随时改变自己的观点。人的外倾的和内倾的心理、性格是种个性特征，并无优劣之分，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固定不变的。它的发生有先天遗传因素，但随着个体生活阅历、境遇，审美经验和特定审美环境、审美对象的变化，外倾和内倾可以不同程度地并存，亦可以相互转化。


动力定型
 （dynamic formation）　简称“动型”。在美学中指主体对特定审美对象的迅捷、完整、自动化、轻松化的审美反应系统，是审美的一种熟练化的非自觉的心理反应方式。原为心理学概念，由德国心理学家、实验美学家屈尔佩在1893年发表的《心理学纲要》中提出。认为它是大脑皮层在人的熟练化的习惯、动作、技巧、技能、知识经验等基础上，对特定复合刺激物形成迅速、完整和自动化的条件反应系统，是大脑两半球把对各个单独刺激物的反应结合成复合系统反应的综合运动的结果。20世纪被运用于审美心理的研究。动力定型无论在日常生活、科学思维还是在审美中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现象、心理能力。它在审美中既可表现于对单象美、个体美的反应，也可表现于对群体美、复合对象迅捷、完整、自动化的反应。其生理机制是大脑两半球各部位的协同作用和复合刺激物在大脑皮层所形成的巩固神经联系。客观基础是主体已把握的特定对象或众多对象在时空、形状、性质上的定型关系，及其按一定顺序、强度反复作用于人的审美感官、大脑后在大脑中留下的印象、经验。主观条件是主体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审美经验，对特定对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对象比较熟悉，能迅速而顺利地发生类比作用、同化作用，乃至形成特定指向的心理习惯、心理惯性。随着主体经验、能力的发展和对象、环境的变化，动力定型也不断改组、重建和丰富化。动力定型常积淀于审美的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作用于人的审美认识活动、情感活动和意志行为，须经内省、反思才能感知它的存在和作用。它的丰富化是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心理能力趋于完善、成熟的表现，可以减少心力的能耗，增强对熟悉对象以及与之直接相关对象的审美感受、体验、判断的灵敏度、自由度、整体性，达到自动化，使人迅速、轻松、完整地把握对象审美特性，增强审美的愉悦感；可以将节省下来的心理能量转向其他对象，扩展审美视野，探究更广阔更丰富的对象。


思维定势
 （mental set）　亦称“心理定向”、“心理定势”。在美学中指主体预前特定审美心理准备状态及其对审美中后继类似心理活动施加影响的趋势。原是心理学概念，由德国心理学家缪勒（Geory Elias Müller，1850—1934）和舒曼（Friedrich Schumann，1863—1940）于1889年提出。德国实验美学家屈尔佩于1893年也发现这种定势，取名为“决定趋势”。他们认为人的一定心理活动所形成的预先准备状态，有决定同类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势。有知觉定势、错觉定势、认识定势、情绪定势等。它使人在原有知识、经验、思维、观念、情感的基础上，按照事先已有的这些心理准备或相对固定的思路去考察、分析当前对象，决定、影响着后继的思维、情绪的方向、内容，表现出事先预定的思维方向的定向化和思维内容、结果的定性化。20世纪被运用于审美心理的研究。思维定势是审美中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现象，是种定向的思维趋势和心理能力。它以预前的知识准备、审美经验、观念、态度、情绪、趣味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后继审美心理活动的方向、内容、性质。它的客观基础是对象审美特性同主体审美经验有相通之处或已被主体局部地把握，使主体有了预前的认知和思想准备；主观条件是对象特性在主体大脑皮层已形成巩固的神经联系，主体已积累相应的审美经验，形成特定的审美观念、趣味、思维方式；同时也受传统观念，民族、集体意识的影响。它是审美心理结构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建构和积淀的结果，又可在刚开展的审美活动中凝聚。当它一旦形成后，便沉淀在心理结构中，成为相对稳定的审美心理态势、能力；同时又随着审美实践、审美经验的发展而不断改组、重建、发展，具有指向性、稳定性和变易性。它一般指向自己较熟悉的对象或与经验中的事物相类似的对象，直接影响着对这些对象的感知、判断和态度，但一般都是非自觉地在不知不觉中对思维方向、内容、性质施加着影响。思维定势在审美中的作用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作用是作为一种知识准备和心理能力，直接制约审美心理活动的定向选择，引起对与定势相类似的特定对象的关注，在大脑皮层迅速形成优势兴奋中心，唤起积极的思考，对对象审美特性进行定向的预测、预期和知觉、探究，可以增强审美思维活动的敏捷性，形成动力定型，迅速调动起原有的心理贮备、审美经验，激起审美的联想、想象、情感活动，使审美感知系统化、迅捷化、自动化、轻松化，增强审美的感受力、判断力、创造力。消极作用表现在将原有经验、心理准备加以定型化、凝固化，使思维模式化，思维对象狭隘化，忽视对象的多样性和变易性、发展性，以固定的经验、观念、情绪去规范复杂的、新颖的、发展中的对象，导致思想僵化、主观主义、片面性，限制审美思维活动的灵活性、全面性和能动性、创造性。


内化
 （internalization）　美学上指审美对象和人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向内部心理的转化。原是心理学概念，由苏联心理学家列昂捷夫（A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
 ，1903—1979）提出。他在《活动·意识·个性》中指出，内部思维过程乃是“外部实践内化和特殊改变”的结果，存在着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不断转化，是“人对现实及其变化的一种占有形式”。20世纪80年代，内化被运用于我国审美心理学的研究。人的审美、创造美的活动有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外部活动是人的物质活动、审美实践活动，内部活动是人的审美心理活动。审美中的内化首先是外部实践活动向内部心理的转化，形成人的实践需要，积淀为人的审美经验；同时又是客体对象的美向内部审美心理的转化，但是这种内化的前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对象化，只有当对象人化，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对象才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才在人的实践中内化为人的心理，激起人的审美心理活动。在审美中对象的内化乃是人发现、创造的美的心理化，是在外化、对象化基础上的内化。其过程包括同化、顺应，认识、接纳或排斥。这种内化实即对象的心理化，实践行为的意识化，客体的主体化，也是心理的对象化。内化随着人的审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感知对象的深广化而丰富化。其结果是产生审美认识、情感、意志、行为，形成审美经验、态度、观念、能力等，并在无限内化的过程中建构和发展人的审美心理结构。


同化
 （assimilation）　美学上指主体对审美对象经过过滤、认识，将与原有心理结构相适应的因素接纳于心理结构的心理过程。原是心理学概念，瑞士皮亚杰在《儿童心理学》（1969）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被运用于中国美学研究中。它是审美认识和建构、积淀审美心理结构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客观前提是对象审美特性同主体审美心理结构具有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的关系，适应主体的审美经验、审美需要；其主观条件是主体在以往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中已经积累、贮存了相应的、类似的经验，有一定的审美感受力、判断力。同化的过程是调动以往心理积淀对对象审美特性进行鉴别、分析、综合、筛选，并展开联想、想象，处理和改造对象，从而将对象纳入原有心理结构的过程。包括表象同化、概念同化、情感同化、观念同化等。其结果是认同、表同、认可和接纳对象，达到审美认识，并在量上丰富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充实原有审美经验。同化与顺应相比，具有相对保守性，只接纳同原有心理结构相适应的对象，而不是自觉改组原有心理结构以顺应对象，接纳新对象，不能使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发生质的剧变，而是在众多的量变中包含着部分的质变。


顺应
 （accommodation）　亦称“调节”、“适应”、“容纳”、“接纳”。美学上指主体调节、改组原有心理结构以适应、接纳与原心理结构不相符合的审美对象的心理过程。原是心理学概念，由瑞士皮亚杰在《儿童心理学》（1969）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被运用于我国美学研究中。在审美认知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的客观条件是对象需有真实性、合理性、新颖性，对主体形成强刺激，具有感染力；主观条件是主体有明确的目的性、可塑性、自控自调性和适应性。顺应过程是人在审美实践中接纳、改造新对象、改变原有心理结构以适应新的审美对象并将之纳入新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过程。顺应通过心理的自我调节，解决主客体的矛盾，使审美心理结构发生量变和质变，使主体适应、感知新对象，使对象适应主体，认识、感受审美对象的美。


反馈
 （feed back）　亦称“回授”、“返回传入”、“回复”。美学上指主体在审美时将接受的对象形象信息系统回授到信源并影响信源的过程。原为20世纪40年代的控制论中的一个术语。指控制系统输出的信息作用于被控对象后产生的结果再输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的过程。有正反馈与负反馈两种。20世纪50年代后被引入美学，研究审美、创造美的信息流程和心理过程。有两个层次，（1）指人在审美中受到对象形象信息刺激时，信息在感受器、神经中枢、效应器之间循环往复的心理、生理过程。审美对象的特性作为外来信息并非一次性就被感官接受，而是经过感官与大脑之间多次反馈后，人才对它作出反应，获得审美感知。（2）指主体审美感知和创造的美对信息来源的反馈以及对信源所施加的影响。如审美感受、审美创造、美的创造物、艺术作品是对特定对象信息、社会生活的反馈；艺术欣赏、文艺批评是人们的思维、情感、意志对作品的反馈。只有经过反馈，才能确定对象的真实性和价值。审美创造美中对外来信息的一系列反馈、调节的心理、生理活动，体现了刺激与反应之间无限的双向的运动过程，人对这种反馈的控制表现了审美创造美主体的自控性、能动性。它既是对审美对象的反应，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审美对象。


距离
 （distance）　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在时、空上和心理上的距离、间隔或差异、对立。英国布洛1912年在《作为艺术的要素和美学原则的“心理距离”》中提出，认为审美应与对象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不作功利考虑，距离是审美最需要的判断标准。宋代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认为审美若取“放心于物外”的态度，摆脱狭隘功利目的，可缩短物我距离，“穷山水登临之美”；苏轼在《宝绘堂记》中也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则更进一步认为“欲者不观，观者不欲”，主张审美超然于利害之外。他们都认为审美应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审美距离是主客体分化、分立的表现形态，但这种距离是人通过审美实践，在对象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中设定的，是为了提高审美创造美的效率而设置的。包括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时空距离既表现在主体与特定现实生活对象在时间、空间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更全面、深入地把握对象审美特性，又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景一般不是审美者此时此地直接面临的实际生活场景，而是经过艺术概括、加工的生活图景。无论是作品创作者还是欣赏者，与客体对象在时空上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间隔、距离，主体总是将对象置于一定距离之外进行审美观照、内化。心理距离既表现为排斥实用功利性，又表现为主体与特定对象之间保持着思想、情感的差距。这种距离有大小、远近之分，随着对象运动和主体心理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小的距离表现为主客体心理上的同中有异，主体可通过同化、顺应作用缩短距离；大的距离表现为主客体心理上的矛盾、对立，主体常因不能接受对象而产生逆反心理，反感、排斥。主体在审美中可意识到这种距离的存在，能动地控制距离，保持、扩大或缩短、消弭这种距离。如果审美者对对象取“旁观者”的态度，或缺乏相应的感受力、想象力，或怀着与对象情境相反的目的、判断、情绪，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和扩大这种距离；如果审美者对对象取“介入者”、“分享者”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经验、情感去切身感受、体验、理解和改造对象，意识到对象适应自己的需要，乃至移情于对象，便可以在想象中和情感交流中缩短距离，感同身受，物我沟通，相互感应，在不同程度或角度上发生共鸣。距离的大小、远近及其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完全由主体设定，它反映了主客体之间关系的疏密，并制约着主体审美感受的强弱。


审美心理活动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in aesthetics）　审美创造美中的知、情、意活动。包括审美的感觉、知觉、表象、选择、注意、记忆、回忆、联想、想象、判断、推理、情感、意志以及灵感、潜意识等心理形式、内容及其相互作用的活动，经历了认知活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这三个既逐步递进又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阶段。在人类初期产生自觉的审美意识之前，便已开始逐步形成感觉、知觉、表象等初级阶段的简单审美心理活动。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发展，审美心理活动日益自觉化、丰富化、系统化、深邃化，并日益富于探索性、能动性、创造性。在美学正式诞生之前，人类早已开始关注自己的审美心理及其活动方式和规律，而当美学由侧重研究审美客体转向研究审美主体时，审美心理活动及其规律、功能便成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审美心理活动被激活的客观基础是特定对象信息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刺激，生理机制是大脑神经系统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和组织、整理，社会条件是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在实践中同对象所发生的特定的审美关系，主体条件是人的审美需要、精神需求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是在被感知的客体审美特性与主体审美需要、审美创造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发展的，其特征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直觉与思维的统一，理智与情感的统一，感知与创造的统一，其结果是产生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审美评价和创造审美意象、艺术形象。审美心理活动是人的一种伴随着形象、驰骋想象、渗透着理智探究、充盈着情绪、情感并富有能动性、创造性的特殊的心理活动，是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与抽象思维相辅相成的活动，是人的审美意志行为和美的创造、艺术创造的心理依据和内在驱力。


审美心理过程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aesthetics）　审美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即审美心理内容、心理形式的运动、演化的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认识过程是审美活动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即在原有心理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同化、顺应作用，对事物的审美特性由感觉、知觉、表象到记忆、分析、综合、联想、想象再到判断、意会、理解的过程。它以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协同活动为基础，逐步由直观到思维，由片面到全面，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它与一般认识过程的区别在于侧重形象思维，凭借形象进行联想、想象，并溶入情感，更自由，更具有创造性，形成客体的形象与主体的意识相统一的审美意象。人在认识事物审美特性后产生自我意识，形成具有主观倾向性的审美态度和情绪体验，由此进入情感过程。情感过程包括审美的心境、热情、激情、移情、共鸣、逆反等情绪活动。它受认识过程的制约，又更具主观能动性，推动认识过程的深化、泛化。人对事物认识和产生情感活动后，又产生反作用于对象、改造对象的意志、行为，由此进入意志过程。意志过程包括目的、决心、计划、行为、毅力等。它是审美心理过程的归宿，又促使认识、情感向纵深发展。审美心理过程是对审美对象的形象信息进行接纳、识别、处理、加工、贮存、反应、转换、再生成和反馈的过程，是由接受刺激到能动创造的过程。它以一定的生理机制为基础，以实践为动力，是特定社会生活、对象审美特性和主体审美实践内化的过程。受对象和特定环境制约，又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实现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和由认识到实践、创造的飞跃。审美心理过程的三个阶段既有递进性、连续性，各种心理内容、形式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由直觉到思维，再到情感、意志，层层推进；又有交叉、重叠性和相互渗透性，可作双向的，多项心理内容、形式的同时运动，同时还有迅捷性、非自觉性，在瞬间迅速完成，往往不被主体意识到。审美心理过程是个无数次反复的螺旋型上升的过程，是对象人化、主体对象化的过程。它以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形成的特定审美关系和相互作用为基础，是认识对象，形成审美意象、审美态度和创造美的内在依据。只有发挥人的心理功能，完成心理过程，才能认识美，创造美。


审美心理形式
 （psychological form in aesthetics）　审美创造美赖以存在、发展的心理运动方式和表现心理内容的形式。有感觉、知觉、表象、联想、想象、幻想、判断、理解、评价、情感、意志等。遵循一般心理形式运动的规律，又因审美主体的能动性，有其特殊方式和功能。它们的演进和相互作用构成审美心理过程。参见“审美心理过程”。


审美心理逻辑
 （mental logic in aesthetics）　审美创造美心理活动的规律。包括审美感知逻辑、情感逻辑和审美创造心理逻辑三个阶段和层次。审美感知逻辑是从感觉、知觉、表象到联想、想象再到判断、理解、推理的环环相扣又往复相互作用的内在演进轨迹，体现了审美感知从直觉到思维、从局部到整体、从感性到理性的逻辑发展。情感逻辑是根据对象与主体精神需要之间价值关系的变化所形成的逻辑发展，既可以表现为由心境到热情再到激情以及由单一情绪到复合情绪层层递进、逐步强化的演进轨迹，又可以表现为经过主体生理、心理的自我调节所呈现出的逐步递降的返回变化轨迹，从而表现出审美情感的复杂性、变易性和循环往复的逻辑发展。审美创造、艺术创造的心理逻辑是审美感知逻辑、情感逻辑的复合、延伸和物态化，包括审美从形象感知、想象到介入主体思想情感、营构审美意象的逻辑；从艺术构思到运用特定方法、手段进行形象塑造的逻辑，其中包含着人物形象心理、思想、情感、行为等性格发展逻辑。这三个阶段、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审美创造美心理活动的逻辑系统。它们都贯穿了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相互作用的过程，都要遵循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形式逻辑的规律，遵循同一与差异、个别、特殊与一般、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结合以及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等辩证逻辑规律，都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审美创造美中虽然常有潜意识活动和跳跃式、时空倒错“蒙太奇”式以及幻觉、幻想等非逻辑顺序的心理活动，但它们的发生发展仍有内在的逻辑依据和演进轨迹。审美心理逻辑是在长期审美创造美的实践和学习、训练中形成、发展的，是审美创造美心理活动、思维活动有序性、能动性的表现，既有自觉性，又有非自觉性。违背这种逻辑，会导致心绪杂乱、思维混乱、意象混沌、形象失真，甚至产生心理障碍。艺术家有时故意表现自己和人物心理逻辑的紊乱，是为了展示混沌的意象和朦胧的意境，而他本人的创造心理活动依然是合乎逻辑的。


审美感官
 （aesthetic sense）　具有审美感受力的感觉、知觉器官。英国夏夫兹博里、哈奇生认为审美感官不是视、听感官，而是一种超视听的“高级的接受观念的能力”，是人生而具有的“内在的眼睛”或“内在感官”，即人的心灵。法国狄德罗认为“美不是全部感官的对象”，只有视、听感官才是“审美感官”，才能感知客体的美。德国黑格尔也认为“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弗·费希尔认为真正的审美感官是视觉、听觉，但味、嗅、触觉也是间接的审美感官，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在一个审美的整体中协同作用”。在审美感官的作用上，英国经验主义美学认为审美感官的感觉功能决定着美感的有无、强弱、性质，美感是感官直觉对象产生的生理、心理的快感。理性主义美学则认为感官只能感知到事物的其他特征，不能感受到事物的美，只有心灵、理性才能把握美。这些对审美感官的不同见解反映了对于美的本质，美感源泉、性质的不同观点。审美感官是人所独有的能够感觉、知觉对象美的具有遗传获得性的生理机制、生理功能，由视、听等外在感官和传导神经、大脑皮层相应部位组成，当事物的光波、声波、语言等信息刺激人的外感官，通过传导神经输入大脑皮层，同人的感觉阈限相适应，经过大脑的接纳、处理、加工以后，人才对事物作出审美的反应。但它作为一种感受美的器官、能力，主要是在后天长期审美实践、学习、训练中形成的心理功能，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其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它是生理与心理、遗传性与后天获得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不同时代从事不同审美实践的人，具有不同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的人，其审美感官的敏感性、感受力、判断力各不相同。由于人接受外物刺激的量多为视觉和听觉，所以审美感官主要是视、听感官。在特定条件下，触觉也能感受对象的形象特征，成为审美感官。味觉、嗅觉同视、听、触觉相互作用，可以使人对对象审美特性产生综合性、整体性的感受。审美感官是审美感觉、知觉、表象的生理、心理基础，它所感知的直觉形象是联想、想象、判断、理解、情感、意志等高级审美心理活动的物质前提。


审美直觉
 （aesthetic intuition）　亦称“审美直观”、“审美直感”、“形相直觉”。是人对事物外在审美特质的感觉、知觉、表象及在预先积淀的理智、情感作用下的审美感受。包括“感性直觉”和“理性直觉”。古罗马普洛提诺认为感官的感觉、直觉不能把握“理式”的美，只有天赋的理性才能观照到美；英国哈奇生认为感官的直觉只能引起快感，只有“内在的眼睛”、“内在感官”即心灵才能唤起美的观念；德国莱布尼兹则认为审美是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感觉，只需对事物外在特征进行直观，无需理性的判断；意大利克罗奇进一步认为直觉即表现，即美，即艺术，把美视为直觉的产物。上述诸说都对审美直觉的性质、功能作了探讨。审美直觉可以分为感性直觉与理性直觉两类，两者经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性直觉一般与第一信号系统相联系，是事物外在的美丑等特性以其感性形式直接刺激人的视、听等感官，被大脑接纳后形成的反射、直观、直感。它尚未经过理智的分析、归纳、判断，只是个别地或综合地模写事物的形状、色彩、音响等外在的审美特性，一般只产生感性认识和机体情感或初级美感，有时还只是一种生理的快适。这种感性直觉既具有形象的直接性、具体性、生动性，又具有表面性、片面性、短暂性和模糊性，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理性直觉是在以往审美经验、理智活动、情感活动等心理积淀的基础上，在对特定事物或类似事物的审美特性已经有所认识的前提下，对事物的美丑迅捷作出整体性审美反应的直觉。它虽然未经有意识的理智分析，表现为直觉的形式、外貌，但已在动力定型、思维定势的作用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包含了理智的情感的乃至社会的内容，并且和第二信号系统联系起来，是一种积淀、融和了理智和情感或理性化、情境化的直觉。审美直觉的源泉是对象的存在及其审美特性，其生理基础是健全的审美感官、大脑，其动因是审美实践、审美需要，其敏锐性、宽广性、深邃性直接受人的审美经验、审美能力的制约。审美一般都从形象的直觉开始，在直觉中即已伴随着快感或情感。它是进一步展开审美想象、情感、理智等活动，实现由感性向理性飞跃，使美感逐步深化的基础。在整个审美心理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形象的直觉，即使当审美进入分析、判断、理解阶段，也不抛弃形象直觉，而是进一步提高直觉的完整性、生动性、丰富性，并为审美中上升到理性直觉、理性认识和进行美的创造奠定了心理的基础。


形相直觉
 （imagery intuition）　亦称“形象直觉”。即“审美直觉”。


感性直觉
 （sensuous intuition）　感官感觉、知觉、表象中尚未积淀主体理智、情感的审美直觉。作为一种心理能力具有遗传获得性。作为一种心理形式，其形成是主体与对象发生特定审美关系以后，审美感官受到特定对象外在形、声、色的刺激在大脑皮层留下的感觉、知觉、表象以及错觉、幻觉、统觉等，具有知觉表象的选择性、鲜明性和外在形象的综合性，并开始留下了表象记忆，其中幻觉、错觉则具有模糊性。这种直觉尚未溶入主体的思想、情感，尚未以积淀着理性内容的审美经验为参照系，尚处于审美的感性阶段，可以唤起人的生理快感和初级美感。它是审美心理活动必经的起始阶段，它所感知的感性形象为审美进入想象、判断、情感活动和能动创造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尤其在艺术创造中，感性直觉更是艺术形象真实性、鲜明性、生动性的基础。


理性直觉
 （rational intuition）　感官感觉、知觉、表象中积淀着主体理智、情感的审美直觉。它的表现形式是感觉、知觉、表象，亦未经过当下的有意识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但其中已经渗入了主体以往的审美经验，包容了以往分析、判断、理解、想象和情感、意志活动的成果，成为超越于感性直觉，积淀着主体理智、情感的具有特定理性内容的直觉。它是主体在长期审美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心理成果的突发性、序列化的呈现，是主体审美心理能力在瞬间的整体显现，并且常常未被主体意识到而实际上已使主体的审美感知跨越式地进入理性阶段。其产生的条件是审美主体对特定对象或相类似对象已有一定的审美经验，留下了相关的表象记忆、观念记忆、情感记忆和意象记忆，使人能够循着动力定型、思维定势和“完形趋向律”从感性直觉中迅速而自动地把握对象整体性的审美特性。它是审美直觉的常态，可以减少审美心力的损耗，提高审美效率，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对象，展开审美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和审美创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审美感觉
 （aesthetic sensation）　审美对象外在、表面、局部的审美特性在大脑中形成的主观反射、反映和模写。审美心理形式之一。它以对象的感性形式为源泉，主要通过视听感官接受外界事物的形状、线条、光线、色彩、声音及其运动、变化的刺激，形成信息，传入大脑视听中枢，引起心理反应，并与呼吸、脉搏的节奏以及视神经、听神经的感受性相适应，从而形成生理的快感和初级的美感。嗅、味感官也可起辅助作用。审美感觉是人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的需要和独具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遗传获得性，但主要是在后天的审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专门化对人的审美感觉的方向、方面、概括性、敏感性有制约作用。审美感觉包括生理、心理的纯粹感性的直感、直觉和积淀着理性、联想、想象、情感的感觉。这种积淀着理性的审美感觉是审美经验积累、沉淀的结果。具有不同审美经验和专门能力的人，审美感觉的敏锐性、深广性也不同。如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的感觉就强于一般人。审美感觉是整个审美心理活动的原发阶段和物质前提。一方面，审美主体通过感觉与审美客体发生联系，把握审美对象的各种感性状貌后，才产生审美的生理快感和初级美感；另一方面，审美中的知觉、想象、情感、思维等更高级、更复杂的心理活动，都须在通过感觉所获得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而艺术感觉更是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的必要前提。


审美知觉
 （aesthetic perception）　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审美认知或审美经验。狭义指审美中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事物外部各部分审美特性的综合反映。审美心理形式之一。是审美的感性认识阶段。它以感觉为基础，是对诸感觉材料经过综合而形成的事物外部完整形象的直觉。是审美感觉的发展，具有感觉的综合性、持久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它调动起多种感受器对对象多种外在特征进行综合反映，形成系统的、整体性的映象。人们对事物外在的各个部分、各种属性所得到的知觉愈完整、愈丰富，所得到的美的知觉和美的感受也就愈充实、愈深刻。它在感觉的基础上调动起以往的心理积淀、审美经验，渗入了回忆。在对事物感性面貌整体把握的过程中，形成统觉、表象，从而留下了记忆，加深印象。有时甚至将已有的知识、经验、情感、兴趣、意志融入于对审美对象的知觉中，使知觉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事物感性面貌本身，而附着特定的观念和情绪意义，成为积淀着理智、情感的知觉。这种审美知觉是对审美对象的能动反映，渗透了主体经验，不同的审美主体对于同一审美对象的知觉往往是不同的，同一审美主体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不同角度对同一对象的知觉也可能不一样。由于对象的丰富性和主体的目的性以及心理积淀的差异，使审美知觉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它经常在大脑中抑制对于众多对象或对象次要方面的反映，而突出地选择、感知对象中对自己构成强刺激和适应主体目的、需要的某些方面，形成优势兴奋中心，从而对这些对象形成整体性的知觉。审美知觉有多种形态，如时间知觉、空间知觉、节奏知觉、运动知觉、静知觉等。在感官中还可以分为视知觉、听知觉等。它除受对象制约外，还受想象的制约。想象以各种方式加工和改造着知觉材料，使知觉往往超越对象。在审美感受的心理活动过程中，知觉一般先于想象，两者又往往互相作用。审美知觉是审美感觉的发展，为审美表象、联想、想象、判断、理解和情感活动提供了心理前提。


审美错觉
 （aesthetic illusion）　审美中出现的不符合事物客观情状的错误知觉。审美心理形式之一。有视错觉、听错觉、空间定位错觉等。审美错觉的成因主要有：（1）生理障碍，如等长垂直线与水平线相交，因眼球上下运动费力，发生竖线高估现象，产生垂直线长于水平线的错觉。又如空气透视，使人产生明亮光线下的物体大于阴暗光线下的物体的错觉。（2）环境烘托对比，如两个相等圆，一个在诸小圆中，一个在诸大圆中，引起前者大、后者小的错觉。（3）以往经验的影响，如面对有缺口的圆圈、方框，凭经验以为它是完整的。（4）特定心理状态影响，如“草木皆兵”、“杯弓蛇影”。错觉常妨碍审美感知，引起错误的判断，但在特定情境下却会起到特殊的积极作用。如艺术、建筑、用具、衣饰等可利用错觉弥补对象的缺陷，增强美感，可使形象更逼真，增强对象的质感，产生特殊的魅力。在审美错觉影响下捕捉美的形象，重新组合或改造对象的细节，可形成错觉性意象，影响着审美者对审美对象的感受，为审美主体提供美感的愉悦。


审美幻觉
 （aesthetic hallucination）　审美中在离奇事物刺激或当前无刺激情况下由幻想而引起的迷幻恍惚的、不真实的知觉。审美心理形式之一。有幻听、幻视等。审美幻觉是18世纪后西方美学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人们认为戏剧中的打、做、笑、哭、死亡等虚拟动作通过幻觉才使人感受其真，得到审美满足。德国朗格在《艺术的本质》中认为审美经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蹈幻觉”，人在欣赏艺术时，心灵处于幻觉形态中，明知对象是虚构的却又“佯信为真”，甘心情愿地顺从幻觉，有意识地自我欺骗，并在幻觉中获得愉快。现代美学家冈布里奇在《艺术与幻觉》中认为艺术和艺术欣赏起于多义的、不确定的、虚幻朦胧的心灵幻觉。审美幻觉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具有虚幻性、朦胧性、奇特性、偶发性、短暂性等特征。它是多义的、变幻的、超常的、非真实的感知，在人的心理上形成种种奇异的幻象、幻影、幻声、幻境。其成因：（1）对象迷离恍惚、变幻莫测，使人产生不确定的审美幻觉；（2）耽于奇特幻想而引起当前表象与经验记忆的分离、对立，产生超常、虚幻的审美幻觉；（3）由生理、心理障碍如神经疲惫、精神错乱、情绪紧张等引起，有时还出现于梦境中。审美幻觉可以在无特定对象刺激的情况下发生，常以幻想形式出现，并在瞬间构成某种似模糊又似清晰的形象。它常常破坏审美感知的真实性，但在特殊情境下对于审美和艺术创造却常发生特殊的作用。在审美中常使人幻化出奇妙的、游动的、虚拟的形象，进入一种迷离恍惚、难以描摹的审美境界，产生一种渗透着主观幻想、想象、创造的超凡的美感。在艺术创作中，它可以触发艺术家的灵感，创造新颖独特的形象、意境；可以通过捕捉、表现幻觉，揭示人物心理和艺术家的特殊感受；可以利用观众的幻觉，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


审美幻象
 （aesthetic mirage）　在审美幻想、想象、幻觉中形成的幻化了的非实在的虚幻形象、影像。审美心理形式之一。有审美意象的幻象和艺术形象的幻象。审美意象的幻象是主体的主观幻想、想象、幻觉所改造了的事物表象、形象而构成的非真实的心理幻象，它有时迷离恍惚，如幻觉产生的幻象；有时是确定的、明朗的，如想象创造的幻象。它在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催化中构成，大致分为：（1）在幻想、想象中体验和幻化对象的内在意蕴和外在形式，使客观形象转化为主观的幻象；（2）扬弃偶然的形象枝节，吸取能显示本质的形象特征加以大幅度的夸张、变形，构成幻化了的幻象；（3）由心理障碍或错觉、幻觉把对象虚幻化所构成的幻象。审美意象的幻象来源于以往对客观事物形象的感知，受客观形象外在特性的制约，但客观形象一旦变成主观幻想、想象中的幻象，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创造性，并具有虚幻性、不确定性、朦胧性。艺术形象的幻象是艺术家虚构、创造的具有虚幻性的超现实的艺术形象，既有假定性、朦胧性，又有真实性，给审美者的想象、创造提供了广阔天地。人们在文艺欣赏时，可以通过想象、意会文艺作品中的若隐若现的幻象形象，把握其真实的内容和意境。


审美表象
 （aesthetic presentation）　审美中对事物外部整体性特征的完整映象。审美心理形式之一。其来源于对具有具象性、形象性事物的外部特征的直接感知，是大脑对现时的、以往的感觉、知觉材料，各种有关新、旧形象信息加以综合、整理和概括的结果，并以具象形式沉淀于记忆之中。其生理机制是感官、大脑皮层接纳外来形象的刺激时，使大脑皮层原有的兴奋痕迹得以复活和暂时神经联系得以恢复，是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协同作用的产物，从而有可能以特定词语、概念将事物审美特性加以概括并标示出来。审美表象有多种形式，按表象的感官来源可分为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触觉表象；按对象刺激的直接性可分为直接受特定对象形象刺激而成的直接表象和通过别人语言描绘、声音表现而获得的间接表象；按表象记忆、组合可分为以往接受刺激而贮存于大脑并在记忆中重现的记忆表象和将新旧表象信息加以组合、加工而形成的想象表象；按表象内容的概括程度，可分为反映个别事物外部特征的个别表象，反映一系列同类属或相似事物共同特征的一般表象和将同一事物各种特征或多种不同事物的特征加以综合而成的综合表象等。这些表象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具有共同的特征。审美表象与一般表象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它既有客观制约性，以对象特性为转移，又有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溶入了主观的联想、想象、判断、情感，补充、扩展了对象特性，从而使不同人对同一事物所获得的表象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它既是对无限丰富的客观事物的感性把握，又有概括性，是对各种直觉材料进行概括、综合的结果，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既有质的规定性，可以作定量、定性的分析，又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可以遗漏或补充、扩展。审美表象是审美心理活动的基本单元，审美的记忆、回忆、联想、想象、判断、理解和情感活动、创造活动以及它们的产物审美意象都须由表象生发，并对表象进行加工、提炼。积累的审美表象愈丰富、愈清晰，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就愈强，审美判断就愈有真实性、真理性。审美表象是由感觉、知觉到理智、情感的过渡阶段，由感知到创造的必要的中间环节，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复合点及最后分手处：形象思维对生动可感的表象进行概括时始终不抛弃具体的表象，并伴随着表象展开想象、情感活动，形成各种审美意象；抽象思维则沿着抽象的道路对表象进行概括，形成了抽象的概念、观念和规律。审美表象在艺术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艺创作者从客观世界获得丰富多彩而记忆牢固的表象，是进行创作的前提；出现在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作者头脑中将表象同自己的心意状态相融合的审美意象的艺术外化。


审美统觉
 （aesthetic apperception）　审美中对复杂审美对象由感性面貌的知觉向判断、理解过渡的清晰、整体的把握。审美心理形式之一。统觉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作为哲学概念指单一感官与灵魂之间的中间阶段，即知觉的清晰部分。德国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将其引入心理学和美学，认为它是一种最清楚、明白、自觉的知觉、观念或对意识的反省认识，已含有主动性的自我意识和一定的理性内容。康德认为它是将杂乱无章的感官印象在概念中连接起来，从而组合成对事物整体性的认识。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将统觉的内涵扩大到联想、分析、综合、判断，并将之视为一切心理内容的本原。现代审美心理学一般认为它既同知觉一样，是对特定事物外在特征的综合、整体的反映，又将众多对象连成整体，并渗透进主体的经验、情绪、个性，从而使知觉内容不仅在更大范围内综合化、整体化，把握群体美，而且开始情境化、观念化。审美统觉的客观基础是对象的整体性、统一性；其生理基础是复合刺激物在大脑皮层形成的暂时神经联系，新、旧信息的交互作用，以及大脑皮层各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观条件是人已有的信息贮存、经验积累和较高的知觉力、感受力，特定的审美需要、情绪。审美统觉已突破感觉的片面性和知觉的表面性，渗透进主体的判断、观念等心理内容，比知觉更丰富、全面、深入，并为理解、情感奠定了基础。


审美注意
 （aesthetic attention）　审美中集中心力指向特定对象的心理活动。其客观基础是特定对象对主体构成的强刺激，主观基础是主体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生理机制是感官感受对象刺激在大脑皮层形成优势兴奋中心，抑制了对其他事物的反应。有无意注意与有意注意之分。无意注意是新鲜、变化的对象对主体构成强刺激所引起的无预先目的、无需作意志控制的短暂的注意；当主体意识到对象的新颖性、独特性适合自己的需要，便转化为自觉的有目的的集中心理能力，全神贯注的较为持久的有意注意。审美注意可以转移和分配，或由对此对象的注意转移到其他对象，或由对特定对象此部分的注意分配到其他部分，扩大注意的范围。它有选择性、集中性、指向性、变易性等特征，是主客体发生审美关系的前奏，是审美进入观察、体验、记忆、分析的心理前提。


审美记忆
 （aesthetic memory）　审美中对对象特性识记、保持、再认、回忆的心理活动和能力。它的客观基础是对象依据频因律、近因律、强因律对审美主体所构成的强度刺激；生理机制是对象刺激在大脑皮层刻印下的兴奋痕迹，经历了对对象信息接纳、贮存、重组、提取的反复过程；主观条件是主体的审美需要和对对象的选择、关注、认知、判断和情感活动所获得的审美印象、映象、表象、意象。按记忆的目的性有与对象不期而遇尚无预期目的的无意记忆和有目的有选择的有意记忆；按记忆保持时间有感觉后像留下的稍纵即逝的瞬间记忆和印象深刻经久不忘的长久记忆；按记忆的明晰度有表象、意象朦胧的模糊记忆和形象、意象明晰的清晰记忆；按记忆的内容、形式有黏着于对象外在形象的表象记忆，主体实践行为和对象行为、动作留下的运动记忆，以语词概念留下的语词逻辑记忆或语音、修辞记忆，以论理形式留下的审美观念、概念、范畴记忆，交融着主体和对象的情感、情绪内容的审美情绪记忆以及主体心意状态与对象审美特性相互融合而成的审美意象记忆等。在以上诸多审美记忆中，尤以表象记忆、观念记忆、情绪记忆为主要内容，而渗透着主体创造的审美意象记忆则是其核心。审美记忆具有选择性、持久性、转换性和主体能动性等特征，并可以随意唤醒和提取、组合。它在审美实践中产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贯穿于审美心理活动的全过程。由于它渗入了主体对记忆材料的选择、加工、改造、重组，刻印和积淀了主体的理智、情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回忆、联想、想象、判断、理解、情感活动奠定了心理基础，它直接制约着审美感受、审美评价和审美创造的深广度、生动性和个性特征。


审美印象
 （aesthetic impression）　审美对象在主体大脑皮层留下的印记和在审美心理中刻印下的映象、表象、意象。又称“审美映象”。是审美记忆的表现形态。参见“审美记忆”。


审美回忆
 （aesthetic recollection）　亦称“审美再现”、“审美复现”。审美中主体对过去事物的印象、记忆重新在大脑中呈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审美心理形式之一。其契机是当前有关事物的刺激和诱导，生理机制是大脑皮层已有的神经暂时联系的沟通和兴奋痕迹的复苏，心理条件是丰富的信息贮存、形象记忆、审美经验、知识积累，并被审美情感、审美意志所推动。它是贮存信息的输出过程，新旧信息的复合和记忆材料复现的过程。它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直接回忆是由当前事物直接引起过去相关记忆印象的再现；间接回忆是在中介性联想参与下实现的记忆再现，这些中介性联想是与需要再现的材料有关的各种表象或词、观念、情绪。审美回忆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无意的回忆是事先没有确定目的，不需要任何努力，在特定对象诱导下自然而然、非自觉地发生的一种记忆再现；有意回忆则是有目的而自觉地引起的一种再现。审美回忆有选择性、复合性和一定的创造性，常选择与当前实践有关的记忆材料使之再现，在再现时又经过对众多记忆材料的加工、组合，使之比原来分散的记忆更具整体性、新颖性。审美回忆是审美感知、联想、想象、情感活动和审美意象创造的心理基础，是艺术创作中对记忆的素材、原型进行集中、概括、加工、提炼，创造艺术形象的心理条件，直接制约着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丰富性、深刻性。


审美遗忘
 （aesthetic oblivion）　审美中对某些审美对象、审美经验的忘却。是大脑皮层暂时神经联系被压抑或消退在审美心理上的反应。人在审美中，对于曾对自己发生过强刺激的对象，或曾对自己有着重要价值关系的对象，或自己曾对之有过深刻理解的对象，或曾唤起自己强烈情感活动、创造活动的对象，以及经常回忆起的对象等一般不易遗忘。审美遗忘的发生，除患有遗忘健忘症等生理、心理疾病外，大多有不经意性和渐进性。有的因受到其他强刺激的干扰而使原先印象不甚深刻的审美记忆逐渐消退，使回忆发生障碍；有的因长时间未重新经验某事物或再回忆起某事物，遂使大脑皮层原先留下的兴奋痕迹逐渐消退或消失；有的因对抽象事物缺乏记忆能力；也有因主体自觉无益、无趣，不愿回忆起以往曾引起自己不快，或自觉无价值的对象而有意无意地压抑记忆，形成一种自觉的忘却。在一般情况下，审美遗忘对于审美经验的积累和联想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有妨碍作用，但也可以对冗余记忆起筛选作用，集中、强化对审美创造美有价值对象的记忆，还可以通过遗忘对不愉快、无价值对象的记忆，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平衡和谐。


审美思维
 （aesthetic thinking）　人在审美中对对象世界概括、间接、能动的反映。其客观基础是对象的存在和被主体所感觉，主观基础是主体的审美需要，健全的感官、大脑和在实践中同客体所发生的特定的审美关系，生理机制是大脑皮层对外来信息的贮存、分析、组合、处理等高级神经活动。其方法有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判断、推理和联想、想象、幻想、抽象等。其过程是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感觉到的感性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关联、分析、综合，从大量个别现象中概括出一般，从诸多特性中概括出本质、特征。其结果既可以是抽象的概念、假说、判断、理论等，又可以是活生生的形象和主客体思想、情感相融合的审美意象。它有多种类型，按其性质、方式有艺术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按其层次、方向有平面思维、立体思维，聚合思维、发散思维，顺向思维、逆向思维；按其能动性、创造性有直觉思维、辩证思维、灵感思维、意象思维等。人的审美思维活动的范围、能力是历史发展的，不同文明阶段的人和不同个体之间，其思维的方式、指向、能力具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在审美创造美活动中，一般以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为主，又同抽象思维相互作用、互补互进，并伴以辩证思维、意象思维等，是多种思维方式综合运动的过程。它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思维能力，是人把握对象的相互联系、审美特性和发展规律所必经的思维活动、心理活动，为审美感知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现象上升到本质，并由审美认知发展到情感活动，由审美接受提升到能动创造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审美抽象思维
 （aesthetic abstract thinking）　亦称“审美逻辑思维”。人在审美中借助语言、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活动和过程。它以人在实践中感官感知的反映事物外部特征、外部联系的感性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综合、比较、概括、抽象和判断、推理，抽取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本质特征，使人的审美感知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现象上升到本质，并以抽象的概念、范畴、理论等形式表现出来。人在审美创造美活动中，主要运用形象思维、艺术思维和主客体相融合的意象思维等方式，但也借助抽象思维把握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揭示特定对象的本质、特征，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艺术思维、意象思维相互作用、互补互进的过程。同时，在美的创造中还可以运用抽象思维的方式，抽取对象的某些抽象形式因素加以有机的组合，或将对象的感性形式加以变形和夸张，用以表现特定的思想、意念、情感，创造出与具象美相对应的抽象美和抽象艺术。


审美平面思维
 （bidimensional thinking）　审美中沿着同一线索、方向感知对象审美特性的思维方法。与“立体思维”相对。由于它在同一平面的二维、二度空间中对对象特性进行纵横两个方面的线式的思考，或在同一平面上进行横向的平行的比较，尚未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所以又称“二维思维”、“线性思维”。这种思维方法可使人在某一方面、某一层次上感知对象外在的表层的感性的审美特性，但尚未把握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亦未能对特定对象进行整体性、本质性的审美把握，所以尚停留在审美感知的感性阶段，但它可以为审美向理性认识飞跃提供感性认识的基础。


审美立体思维
 （three-dimensional thinking）　审美中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感知对象审美特性的思维方法。与“平面思维”相对。由于它将纵、横、垂三度三维空间或点、线、面、形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所以又称“空间思维”、“复合思维”。这种思维方法既将审美对象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对象的内容与形式，对象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又将对象的三维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对审美对象的现状与历史进行系统的复合的整体性的考察，能较全面地多层次地把握对象的审美特性及其历史发展。运用这种立体思维的方法对平面的艺术作品进行审美，经过审美者的想象和透视，可以从平面的艺术形象中产生立体感。


审美发散思维
 （divergent thinking）　亦称“扩散思维”、“辐射思维”。与“聚合思维”相对。审美中由某一基点出发向外扩散、辐射的思维方式。美国吉尔福特提出，认为它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功能。审美中的发散思维主要有三种形态：（1）从对特定对象某一特性的审美感知出发，沿着不同的方向向外扩散到与其相联系的其他方面的特征，经过分析、比较，发现各部分之间的内外联系，从而多角度、多层面地把握该对象的审美特性；（2）从对某一对象的审美感知出发，再向外扩散到其他与之相关的对象，经过分析、比较，发现各对象之间的内外联系，从而全面地整体性地把握该对象的审美特性及其同其他对象的各种关系，是审美联想、想象和分析、演绎的心理基础；（3）审美主体在发现对象与自己具有某种同一性或异质同构关系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发散、投射于对象，赋予对象以自己的思想、情感，是审美共鸣、移情的心理过程。它是由点到面、由此及彼的辐射式、开放性的思维活动，并往往与审美聚合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体现了人的审美思维活动的严整性和扩张性、能动性。


审美聚合思维
 （convergent thinking）　亦称“收敛思维”、“辐辏思维”。与“发散思维”相对。审美中将对象多种因素向内收敛、聚合、辐辏的思维方式。美国吉尔福特提出，认为它是程序性、集中性的思考方式。审美中的聚合思维主要有三种形态：（1）在感知特定审美对象时，对该对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经过分析、综合、比较、判断，将其各种特性加以聚集、组合，从而全面、整体地把握该对象的审美特性；（2）在感知众多审美对象时经过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发现众对象之间的内外联系，并将众对象的审美特性加以聚集、组合，从而全面地整体性地把握该对象的审美特质及其同其他对象的复杂关系，是审美综合、归纳的心理基础；（3）主体在审美中排除其他对象和各种内外干扰，集中注意力于某一或某些对象加以深入的思考，是审美注意、选择的心理基础。审美聚合思维是由面到点、由四周向中心辐辏式、集中性的思维活动，并常与发散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体现了人的审美思维活动的严整性、收敛性和能动性。


审美逆向思维
 （reverse thinking）　审美中朝着对象指向的相反方向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审美中积极的逆向思维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1）从特定审美对象的现时状态出发，根据对象的发展态势朝着它的相反方向进行追根溯源的思考，从而把握对象的起始源头及其发展历程，是审美探究中纵向、全面地把握对象审美特性及其历史渊源的思维方法。（2）主体朝着对象的自我评价或对象创造者、评论者的审美评价相反的方向进行逆向的思考。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或发掘出对象的内在矛盾和不合理性，产生与同化作用、顺应作用相反的逆反心理，作出与特定对象的自我评价以及对象的创造者、评论者的审美评价相反的审美判断和评价；或在这种逆向思维中，经过反向的斟酌、推敲和证伪，进一步反证、确认了对象的合理性，从而作出肯定的审美评价。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逆向思维，都体现了审美探究中思维的严密性、能动性和主体审美的自主性、独立性，也是美学研究和其他科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法之一。


审美意象思维
 （imaginal thinking）　主体创造审美意象和组合、再造意象的思维活动。其方法和内容一般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审美意象的创造。审美主体在感知对象形象的基础上，调动以往的审美经验，沟通当前感知的形象与头脑中积淀的众多形象的联系，展开审美的选择、联想、想象，对各种相关的形象进行组合、加工、改造，并溶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从而创造出对象形象与自己心意状态相融合的孕育于胸中的审美意象。第二阶段是凭借意象进行思维，组合众多意象。主体将当前创造的审美意象与以往积淀于胸中的众多形象、意象加以沟通、联结，经过比较、选择、再组合、再加工和再创造，从而构成孕育于胸中的新的复合意象和意象群。第三阶段是意象的提取。将已创造的蕴于胸中的复合意象、意象群再加以改造、提炼、集中、概括，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创造出表现于外在物化形态的艺术意象或形象系列。审美意象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既是创造审美意象的过程，是审美感知活动、想象活动、情感活动的统一，认识活动与创造活动的统一，体现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又是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的过程和集中表现，为艺术构思，艺术形象的塑造、艺术意境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人在欣赏艺术时，也进行审美的意象思维，创造出审美意象，还为艺术鉴赏、艺术评论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审美意象元素，使之真正成为融合着意象的艺术的鉴赏和审美的评论。


审美灵感思维
 （inspirational thinking）　审美中突然发生颖悟、理解的思维活动。古希腊柏拉图提出“迷狂”说、“回忆”说，认为美是少数天才在迷狂状态中对理念世界的美的回忆，对灵感思维作出一种探索性、神秘性的假说。俄国列宾认为灵感是“顽强劳动而获得的奖赏”，道出了灵感思维的实践根源。审美中的灵感思维是在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极其兴奋而一时思路闭塞的状态下，由于偶然受到外界相关事物的启迪，在不经意间沟通了思考中事物之间的联系，使潜意识中所酝酿的经验、意象猛然涌现于意识，从而发生顿开茅塞、豁然开朗的审美颖悟、顿悟和感受、体验，具有思维敏捷性、情绪亢奋性和突发性、短瞬性、创新性等特征。是一种不期而至、可遇而不可求的心理状态。但它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需以审美认知和在长期审美实践、学习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为基础，以分析、综合、判断等思维活动和情感活动、想象活动为动力，以突然沟通思维中事物之间的联系为契机，从而才使审美思维活动突然抓住关键、思路畅通、想象力旺盛、情绪激动和意象丰满。灵感思维在包括美学研究在内的科学活动和艺术创造活动中都时有出现，是思维成熟的表现。在审美创造美活动中，它是审美经验累积的突然喷发，是审美创造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审美意象孕育成熟的结果，也是艺术灵感的基础，并常使审美主体进入如醉如痴和创造力高度旺盛的精神状态。


审美辩证思维
 （dialectical thinking）　审美中反映对象内在联系和主客体相互作用、辩证发展及其规律性的思维方法。它是人类辩证思维的一种特殊形态，须遵循辩证思维的思维与存在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肯定规律。与一般辩证思维一样，有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基本范畴，并运用辩证思维的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和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方法，从而从对象的相互联系、内在矛盾、运动变化中辩证地、整体地、动态地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和观点、理论等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关系和辩证发展。同时，审美创造美的辩证思维又有其特殊性，即主要运用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的方法，并同抽象思维交叉、互动。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和主体的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创造活动，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始终处于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之中，并通过发挥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在认识对象、改造对象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发现美、创造美，而思维的结果既产生伴随着形象、想象、情感和理智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和交织着语言、概念、观念的审美评价，又能动创造出主客体统一、契合的审美意象、艺术形象，从而既辩证地、历史地把握对象内部和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发展，又充分体现出审美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体现出主体思维的能动性、创造性。它是克服审美感知、审美判断、审美评价的表面性、片面性、孤立性、静止性的有效的思维方法，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所逐步形成的将辩证法与实践论、唯物论的认识论以及历史观有机统一起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是整个审美创造美活动和美学研究、审美教育应当依循的科学的思维方法。


审美联想
 （aesthetic association）　审美中主体感知或回忆某一事物时连带想起其他有关事物的心理过程。审美心理形式之一。是审美中的一种积极、能动的具有拓延性的心理活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联想的三定律：相似律、对比律、接近律。但“联想”一词最早由英国洛克于1690年在《人类理智论》一书中提出。主要是论述“观念联想”，认为人有了某种观念，当感知与该观念相关事物时，就会引起联想。晋陆机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说，包含着审美和艺术创作中的联想、想象活动。意大利克罗齐等则否认联想在审美中的作用，认为审美是孤立绝缘的观照，美感起于直觉，联想会使人想到对象的实用价值，旁迁他涉，精神涣散，冲淡美感。审美联想是审美中的一种具有可塑性、能动性的心理活动。它的客观基础是对象审美特质对人的刺激的强度、次数，时空上的邻近性，当前事物与记忆中事物所固有的联系；其生理机制是大脑皮层暂时神经联系的复苏，以往兴奋痕迹在新对象刺激下的重新复现和沟通；心理条件是以往感觉印象、记忆材料、信息贮存的丰富性、关联性和主体对事物特性、事物间必然联系的认识、理解，以及特定的审美目的和情绪状态等。它是记忆的复合、回忆的表现和结果。它以丰富的经验积累和较高的思维能力为前提，以审美需要、特定情感、情绪为动力，是表象与观念、理智与情感、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它有多种形态，按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可分为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关系联想；按反映事物时不同心理形式的运动可分为表象联想、观念联想、语义联想、情绪联想；按联想的直接性、清晰性可分为直接联想、间接联想、清晰联想、模糊联想；按联想时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可分为自由联想、控制联想、奇幻联想等。这些联想形态各有特殊性，又相互渗透、交叉、重叠、转化和相互推动。审美联想是审美中把握对象之间、主客体之间相互联系，认识、理解对象和进行能动创造的不可缺少的心理形式和重要环节。它可以在回忆中强化认识，积淀经验，丰富审美心理结构；可将对象与自我沟通，使对象由自在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激起自我意识，使对象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将分散而又有联系的事物加以复合、组合，形成合规律的审美整体，构成完整的审美意象；可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联类不穷，突破时空和对象固有形态的限制，自由扩展到其他事物，从有限到无限，从直观到思维，从现实到理想，从而充实、丰富对象审美特性，深化、强化美感，并可引起情感的扩张、移情、推爱推憎、通感等。


审美自由联想
 （free association）　亦称“随意联想”、“不规则联想”。审美中不受特定对象限制，充满主观随意性的联想。审美联想的一种方式。人在审美中所受到的特定对象的刺激只是激活这种联想的触发点，当联想展开以后，便自由、随意地不加控制地将各种或近或远或紧或疏的事物联结起来，发掘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方式有由甲分别辐射到与之有内在联系的乙、丙、丁等的“辐射式”；有由甲、乙、丙等辐辏到丁的“辐辏式”；有由甲想到乙，又由乙想到丙，再由丙想到丁的“链条式”等。它可以无限引申，以致无穷。审美联想中的复合联想、间接联想、奇幻联想、模糊联想、情绪联想、语义联想等以及艺术创造中的“意识流”都具有自由联想的特征。它可以自由地驰骋联想的功能，已接近于想象，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可将各种相关事物联结起来，从而把握对象的审美特性和各相关对象的内在联系。它有助于提高审美和艺术形象创造的综合性、整体性。参见“审美联想”。


审美控制联想
 （controlled association）　亦称“不随意联想”、“指向性联想”。审美中受特定对象限制和主体控制的并按一定规则展开的联想。审美联想的一种方式。它受特定对象的制约，只联想到与生发联想的事物直接相关的其他事物，而不是无限制地联想到毫不相干的事物。其方式主要是由此一事物联想到与之直接对应、相关或对立的其他事物，是一种“对应式”的联想，其方向、方面受到当前特定对象的制约，但已不局限于当前对象，而是有了一定的拓延性，有助于把握相关事物的联系和对象的审美特性。审美联想中的单一联想、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观念联想、清晰联想等，都具有控制联想的特征。同时，这种联想还受主体审美目的性、指向性的有意识的控制，只让自己联想到与特定对象直接相关的事物，而不被其他无关事物所干扰，以便集中注意力于特定对象及其与直接相关事物的联系，表现出审美的专注性。参见“审美联想”。


审美想象
 （aesthetic imagination）　审美中主体在特定对象刺激、诱导下，将大脑中已有的众多相关表象重新组合、加工、改造而创造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审美心理形式之一。同审美想象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还有科学想象、艺术想象等。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常用“神思”、“浮想”、“迁想”、“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等语揭示审美想象、艺术想象的特征。在西方美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即已提出“想象”一词，其后历代都有引用和发挥。意大利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想象不过是展开的或复合的记忆”，它具有个别性、生动性，“推理力愈弱，想象力也就愈强。”法国狄德罗认为想象是人们追忆形象的机能，是对一系列形象按照它们在自然中必然会前后相连的顺序加以追忆。这些观点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审美想象的特征。审美想象是人的想象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客观基础是事物之间固有的内在、外在的联系及其对人的刺激。生理机制是记忆的复合，回忆的表现，是大脑皮层贮存的众多信息的新组合，暂时神经联系的重新复苏。心理条件是主体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表象、经验，把握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较高的思维能力，并以接受当前对象刺激为契机，以特定需要、目的为动力。审美想象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累积记忆材料，集中注意力于特定对象，引发回忆的阶段，即准备阶段；第二阶段是将新旧信息、当前对象与记忆材料加以过滤、选择、分解、综合的阶段，即过滤阶段；第三阶段是对新旧信息加以组合、转换、加工、再生成，并渗入理智、情感，创造审美意象的阶段。在艺术创作中，还进入第四阶段，即通过艺术想象，将孕育的审美意象物化为外在的艺术形象的阶段。它的手段多种多样，因人因时因对象、环境而异。它有多种类型，按主体意识参与的程度可分为非自觉进行的无意想象（又称“不随意想象”）和与之相反的有意想象（又称“随意想象”）；按表象的关联性可分为直接想象和间接想象；按想象的内容可分为表象想象和意蕴想象，或感知想象和记忆想象；按表象复合程度可分为简单想象和复合想象；按想象的真实性可分为假设性的幻想、想象和现实性的想象；按想象的创造性、新颖性，可分为根据他人语言、文字、图样、符号的描绘、示意而再现出相应事物形象的再造性想象和超越当前对象，根据自己的经验积累、信息贮存加以改造、组合，从而独立创造新意象、新形象的创造性想象。审美想象的诸手段、诸类型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审美想象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是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随机性与目的性、随意性与不随意性、确定性与模糊性、虚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是直觉与思维、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它比一般想象或联想更自由、更广阔、更具创造性，更疏离实用功利目的。审美想象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能力，是审美、创造美中形象思维的中心枢纽，在审美心理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它是意象创造、美感深广化、改造客体、改造自己和艺术创作、艺术评论的巨大心理动力。


审美再造性想象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　审美中根据他人语言、文字、符号所描写、标示的间接形象在头脑中再造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和过程。其对象是他人想象创造的非直观的间接形象，是对他人想象创造物的再度想象。其方法、过程和特征是在视、听、读中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体验、判断、情感，将对象的间接形象加以重新组合、加工、改造，使间接形象再造为自己头脑中的直接形象或审美意象，具有选择性、再现性和一定的创造性。阅读能力、审美经验相似或不同的人，对同一对象再造出的形象、意象都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它是理解、接受文学形象、创造审美意象和文艺创作中改编、移植、翻译必不可少的心理活动，对文学作品语言、形象理解的深度和文学作品翻译、改编、移植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再造性想象的能力。


审美创造性想象
 （creative imagination）　审美中对大脑接受、贮存的各种信息、形象、意象加以组接、化合而创造新的审美意象的心理活动和过程。无论阅读文学作品的间接形象还是鉴赏艺术、自然、社会中的直观形象，都可以展开创造性的想象。其客观基础是事物之间所固有的相互联系，主观条件是主体对这种联系的把握。其方法、过程和特征是：（1）运用多种联想的方法将大脑贮存的形形色色相关生活形象、知觉表象、艺术形象加以组接、黏连、加工、化合，创造出新的审美意象，是各种记忆材料复合的黏合剂和新形象、新意象诞生的催生剂；（2）借助各种幻觉、幻想、幻境乃至发掘深藏的潜意识，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实有的形象，乃至超越现实，创造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新形象，是虚幻性与真实性、再现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创造性想象以主体的审美感知为出发点，渗入了主体的思想、情感，既受主体审美经验、表象积累、审美能力和目的、动机的制约，又受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制约，是自由与必然、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是审美、创造美必不可少的心理能力和审美意象创造、艺术构思、虚构的心理基础，是主体形象思维、艺术思维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集中表现，直接规定着审美意象、艺术意象创造的新颖性、生动性、深刻性、丰富性和感染力。


审美幻想
 （fantasy）　审美中指向未知、未来的假设性想象和非现实的虚幻性空想、臆想。常见形态：（1）非知觉的紊乱错杂的凭空臆想，是在不经意想象或精神恍惚时所形成的虚幻性意念；（2）非现实的无现实、历史依据的虚假空想，是希图改变现实而又曲解现实的不真实的幻想；（3）以现实的知识和审美经验、艺术经验为基础，从一定的理想出发而又尚未找到实现理想具体途径的猜测性、假设性想象；（4）对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世界人生和审美境界、艺术境界的遐想性追求，是一种对未知世界、未来世界的具有一定真实性、理想性和创造性的设想。德国谢林将这种幻想视为吸收艺术成果而进行加工制造的能力。马克思指出古希腊人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希腊人“幻想的基础”，也是希腊神话的基础。人类艺术的诞生和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都经过这种带有幻想成分的假设阶段，都是对现实及其前景的一种假想性的曲折反映。具有现实性、真实性的有价值的审美幻想通常表现为上述后两种。它由对特定对象的感知所激活，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是为了弥补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空缺而作出的一种假设性或虚幻性的想象、构思。其过程是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记忆中的知觉形象、审美意象加以无序的组合和变形、夸张，构成非现实的幻象、幻景、幻境，模糊、朦胧、莫名的幻觉情感和虚无缥缈、变幻无常的奇想，使人进入一种超现实的奇特、空灵的审美境界。在审美创造中，通过扭曲、变形、荒诞、夸张等手法表现幻想，可以艺术地展现艺术家和人物的奇特、朦胧、异化了的内心世界，隐晦曲折地表现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和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模糊向往，以其隐喻性、理想性、奇异性给欣赏者以想象、幻想的空间。


审美分想
 （dissociation）　审美中心理活动、思维活动指向的分化、分解、转移。即由对特定对象的思考分化、转移到其他对象，或由对对象的某一特征的思考分化、转移到另一些特征。审美心理形式之一。有多种表现形态：（1）分心。审美中由于其他事物的强刺激，导致主体的注意力不自觉、不经意地离开当前特定对象，或分解、淡化注意力，将注意力分散到其他对象上去。（2）注意分配与注意转移。审美中在注意特定对象的同时，由于该对象同其他事物有着内在或外在的联系，引起主体大脑兴奋中心的转移，自觉地把注意力分配、转移到其他对象上去，同时展开思维活动。可扩大、丰富审美对象，有助于对各种对象进行分析、比较、归纳，使美感深化。（3）对特定对象的诸要素、诸方面、诸特性加以分解，进行分别考察。是思维中分析、归纳的重要心理形式，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对象的审美特性。（4）由当前特定对象的激发，又分想起记忆、经验中的与之相关的事物。这是联想、想象的分想形式，也是审美分想的主要形式。审美分想的客观基础是当前事物与经验中的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主观条件是主体的审美目的、需要，丰富的信息贮存、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及对事物审美特征较深入的理解。它既从特定对象出发，又超越眼前对象，具有能动性、创造性。有自觉与非自觉之分。不同的审美分想形式对审美、创造美有不同作用。


审美通感
 （synaesthesia）　亦称“感觉挪移”、“感觉他涉”。审美中借助当前对象直接刺激引起的单一感觉转移或复合为另一些感觉形成整体感受的心理现象。审美心理形式之一。由中国钱锺书在《通感》一文中提出。在一定条件下，视、听、嗅、味、触诸觉之间都可相互转移。在审美中最常见的是视听通感，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是由视觉形象转移为听觉形象，并与视觉形象复合；“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中的“绕梁”，是由听觉形象转移为视觉形象，又保留了听觉形象。视、听与触、嗅、味诸觉之间也可互通。通感的客观基础是当前感知的事物与以往感知过的事物在性质、形态上具有相似性、共通性；生理基础是大脑皮层各区域之间原有的横向神经通道和内在联系在经验中的沟通；心理基础是人在生活实践、审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贮存的信息在当前事物审美特质的刺激下，既引起同一感受器和大脑相关区域的兴奋，又引起其他感受器和大脑其他区域的兴奋。通感引起的其他感觉具有幻觉性、非实在性，但这种幻觉以以往的直觉经验为基础，有着直觉的、现实的内容，是幻觉性与直觉性、非实在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感觉的挪移、沟通，与心理学中的“联觉”相似，具有感性的特征，但实质上是借助联想、想象而产生的综合性的感受，是人在审美中创造性的发挥，具有理性的因素，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通感可以超出对审美对象的单一感觉、感知，形成综合性、整体性的感受，丰富、强化美感；可以提高美的创造力，尤其是提高艺术的表现力、感染力。由对一种艺术的感受激起对其他门类艺术特征的联想、旁通，或由生活现实引起对艺术的联想，称为艺术通感。


艺术通感
 （artisticsynaesthesia）　艺术鉴赏中由对某一门类艺术的感受连带引起对其他相关门类艺术的感受；艺术创作中由于外界事物的启发、诱导而引起对艺术构思、艺术手法的感悟。艺术通感的客观基础是当前感知的事物与以往经验过的或思考中的事物在形、质、量、度上客观存在的相似性被人认识以后在大脑中的沟通、关联，是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激活和沟通。其生理机制是诸感觉器官之间的关联性和大脑皮层视、听、触等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激活。其心理基础是主体在审美创造美实践中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创作经验被唤起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联想、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创造活动，其中尤以审美需要、审美记忆、创作动机、创作探索、审美感受力、艺术想象力和饱满的情绪状态为直接动力，并制约着通感的丰富性、创造性和独特性。艺术通感具有审美感知、审美经验的关联性、多重复合性，非直觉的幻象性、想象性和超越对象的创造性以及个体独特性等特征，是审美创造美能力的体现。它可以增强审美感受、体验的拓延性、综合性、整体性、丰富性和增益对象的美，可以激发、提高艺术创造的想象力、表现力和感染力。


审美判断
 （aesthetic judgment）　主体对事物审美特性作出的评价和判断。在美学史上，较早直接论述审美判断的是法国笛卡儿。他1630年在《答麦尔生信》中认为美和愉快“是我们的判断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判断不同，美和愉快也不同，没有确定的尺度。英国休谟认为它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灵活动，因人而异，没有客观的标准。法国狄德罗认为各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同，人的经验、教养、性格、尺度、年龄、职业等的不同，形成了“判断的分歧”。德国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只涉及事物的形式而不触及利害关系等内容的“纯粹观照”；是自由的、无明确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个人主观的，又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是一种非逻辑的不借助概念的“情感判断”。审美判断是经过分析、综合，融合着情感的具有个性特征的主观判断，但须以同人发生特定审美关系的对象审美特性为客观基础，以人在审美实践中对事物美的感知为出发点，并以对事物审美特性的理性把握为内在依据，有着客观的社会的普遍性内容。与一般的逻辑判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具概括性、理智性，又有形象性、情绪性。它是审美由感性向理性飞跃的桥梁和标志，是形成审美态度、审美情感、审美评价和审美创造的认识论基础，为进一步形成系统性审美观点、审美理想提供了前提，是审美心理建构和积淀的重要心理形式。美学界对审美判断有不同的见解：在内容上，有的认为它纯属理性，有的认为它包含着感性的、局部的乃至含混的判断。在功能上，有的认为判断在审美愉悦、审美创造之先，对情感愉悦、审美创造起制约作用；有的认为判断在审美愉悦、创造之后，受情感活动、创造活动的制约。


审美情感判断
 （emotional judgment）　审美中由情感需要来断定的判断。德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认为美不按照概念来评定，而是按照想象力和概念机能相一致的合目的性的情调来评定，审美判断的本质是一种情感判断。审美活动是一种伴随着形象的想象、认知、情感的活动。审美判断以一定的审美感知为基础，须借助于概念，但它不是概念的演绎、推理，而是在认知、想象中依据对象是否具有合目的性，唤起人爱憎、褒贬等情感体验、情感态度，决定着对对象的判断和取舍。它从情感需要出发，始终伴随、融合着情感，既不受对象感性存在的束缚而能展开自由想象，又不受理性概念束缚而能获得自由。情感判断是判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审美判断的特征之一。它以对象是否符合主体的精神需要为转移，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它在判断中伴随着对客体形象的认知活动和自由的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并且在这三者的融合中创造着审美意象，又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既能激起人的审美热情，又能激发人的审美创造。它与认知判断或逻辑判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往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而使审美判断达到理智性与情感性的统一。


审美认识
 （aesthetic cognizance）　亦称“审美感知”。主体对事物审美特性的感受、认知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古代一般将认识统称为“知”，认识能力称为“知力”，认识过程称为“认知”，认识结果、状态称为“智”或“识”。先秦老子认为人可以认识具体事物及其美，只有“涤除玄览”，排除杂念方能认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主宰万物的“道”。孔子主张人有天赋的认识能力，有“生而知之者”，孟子提出有“不学而能者”，“不虑而知者”。荀子则认为“感物而有知”，事物的存在是认识的本原。汉代王充进一步提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认识的根源在于对事物的反映和学习、学识。古希腊柏拉图认为一般人凭感官只能认识自然界的相对美，只有天才处于迷狂状态才能回忆起“理念”的美。亚里士多德认为审美认识起于对事物的感觉，人通过分析、综合、联想可以认识客观事物的美。理性主义美学家笛卡儿、莱布尼茨、夏夫兹博里等人则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美。英国的休谟、德国的康德等人认为审美认识是纯主观的，主观的认识决定美的存在。人们之所以产生共同的审美认识和美感，是由于人人具有共同的“心意状态”。德国费尔巴哈则指出人有审美的感觉、理智，才认识到客观事物的美，并且从对象上意识到自己，使人所认识的对象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以上诸说都反映了对于审美认识所持的不同观点。审美认识既是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要素，是知、意、情系统的组成部分，又是人所独有的从感性到理性的心理活动过程，同时还是心理活动第一阶段的目的和结果。人所发现、创造的事物审美特性是审美认识的对象和源泉，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内化和对象的内化是它发生、发展的基础。人在实践中感受对象、认识对象的过程是对象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只有从对象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才成为审美的对象。审美认识是个体审美心理活动和群体的、社会的、历史的活动的统一体，受特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的思维能力的制约。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审美心理结构的人，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认识，作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学习、训练对它的发生、发展更直接地起着积极的作用。审美认识过程服从于一般认识规律，经历了由片面到全面、现象到本质、直观到思维的过程。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主要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在特定的具有形象特征的审美对象刺激下，在原有审美心理结构、认识结构的基础上，同对象发生相互作用，先从对形象的感觉、知觉开始，在头脑中形成表象，然后调动以往的心理积淀，展开联想、想象、分析、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审美的理解或意会。在这过程中，如果对象的审美特质同自己原有认识结构具有同形同构关系，同原有审美经验相吻合，便发生同化作用，认同和接纳对象，丰富原有的审美经验；如果对象同自己原有认识结构相左，而该对象又有合理性、感染力，对自己形成强刺激，便发生顺应作用，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调节、改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适应和认识对象。它包括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通过感官直接感知事物的外部审美特征，获得初级美感或审美快感；理性认识阶段经过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协同作用，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获得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高级美感。但它并不抛弃感性认识的成果，而是将之丰富化。审美认识是审美心理活动的第一阶段，当它经过积累、总结、综合、系统化以后，便形成了人的审美经验、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能力，并为审美心理活动的第二阶段审美情感活动和第三阶段的审美意志行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它制约着审美情感和审美意志行为的发生、发展，同时又受到情感、意志的激励、策动，三者相互渗透、相互推动，使审美的知、情、意活动达到有机的统一。


审美感知
 　即“审美认识”。


审美感受
 （aesthetic feeling）　主体对事物审美特性的直感、体验、判断、理解和创造所形成的审美感知、评价和灵魂震动。它同美感的区别在于不仅感知、接受美，而且包括对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幽默、怪诞、荒诞等的审美感知、评价，其中有肯定性的评价、同情、接受，又有否定性的评价、拒绝。它同审美感觉的区别在于不仅直觉到对象的外在特征，而且通过分析、判断，把握对象内在的意蕴，并且溶入了主体的思想、情感，具有超越对象的创造性。审美感受的客观基础是人在审美实践中与现实发生的特定审美关系，客体对象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主体条件是人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在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使对象熔铸进人的社会的内容，将对象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审美感受的过程是感知、评判对象和改造对象、能动创造的过程，是直觉与理智、认识与创造的统一。不同时代、民族和不同审美观念的人对同一对象有相同或相异的审美感受。它表现为对特定对象的评判、态度，是审美认知的结果，是审美意象、艺术形象创造的前提。美学界对审美感受存在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它限于直觉、感知、接受，未进入评判、创造阶段，不同于美感；有的认为审美感受即美感，是美感的全称或别称。


审美感悟
 （aesthetic apperception）　审美直觉、感知与颖悟、超越的融合。中国古代美学中庄子的“神遇”说，荀子的“虚壹而静”说，《乐记》的“感物而动”说，刘勰的“神与物游”说，宗炳的“澄怀味象”说以及佛教中的“因物成悟”说，李嗣真的“妙悟于神会”说，严羽的“悟入”说等，都指出审美中既感知、感受“物”、“象”的美，产生审美的直觉，又经过“神”与“物”的交汇，心性的“悟入”、“妙悟”而体悟、意会对象的意蕴和生命的根蒂、人生的哲理，二者的递进和融合，便构成了对宇宙万象与心之本原的相互观照、浑融为一，感知对象又超越对象，达到审美感知的极致。产生这种审美感悟的基础是丰富的审美经验，博学广闻和悟性、灵感，既有因学而悟的证悟，又有因悟而学的解悟，表现出主体的审美感知力、颖悟力、想象力、判断力、创造力。感悟的过程、方式是虚静专注、澄怀凝神、排除杂念，全神贯注地体察、神会对象，品味、体验对象，在主体精神与客体形象的交融中既领悟对象的内蕴，体悟对象的意境，又在“神与物游”中自创审美意象、超越对象。审美感悟是审美心理过程的高级阶段和创造美的心理基础。是介于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的思维方式，是“感”与“悟”整合的形式和结果，是感性与理性、感知与创造的统一，既包含着感性直觉、理性直觉，又经历了联想、想象、情感体验、分析判断和再造、超越，乃至融入了人的潜意识。在审美感悟中，主体因感知、体悟对象的意趣而知音解悟，因“应物斯感”而唤起自我意识，因“妙悟”而颖悟对象隐喻背后的意蕴，因凝神结想、介入主体情志，发生物我的相互作用，双向的情感交流而达到主客体的契合，创造审美意象，乃至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在审美创造中还常因感悟而意兴勃发、唤醒灵感，并因联想、想象、通感和情志介入而使艺术形象、意境富有表现力、穿透力、感染力。


审美渐悟
 （gradual enlightenment）　对特定审美对象循序渐进的领悟。“渐悟”原为藏传佛教用语，指经过长期刻苦的渐进式修习，方能逐渐觉悟佛理而达到成佛境界。审美渐悟是审美感知活动的常态，同一般认识活动一样，须经历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序渐进、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具有实践性和渐进性、程序性。对特定审美对象的感悟，须在长期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积累的丰富审美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对对象的内容、形式及其与其他事物联系的考察、思考和体验，方能逐渐体悟对象的意蕴和领悟对象的表现方式，逐步实现审美感知由局部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由量变到质变、由个别、特殊到一般的飞跃。当渐悟逐渐积累，便可能突然发生顿悟，达到大彻大悟。人们在学习美学、艺术理论中，也经历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悟过程。


审美顿悟
 （sudden nlightenment）　对特定审美对象产生的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悟。“顿悟”原为佛教禅宗用语，指无须长期修习，只要排除尘世杂念便能达到对佛理的突然觉悟。审美中的顿悟是对特定审美对象的意蕴、特色的突然领悟，一般都由多次的渐悟逐步积累而突然豁然开朗。它是长期审美实践和学习、思考所凝聚的特殊能力，是审美经验的突然喷发，是对特定对象经过深入考察、思索或受相关事物的启迪而偶然得之的深刻理解以至彻悟，具有形态的突发性、偶发性和理解的深邃性，体现了审美感知由局部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然飞跃和升华。人们对美学理论、艺术理论的深入思考，有时也会出现对某种美学观点、理论，某些审美创造美规律的突然感悟。在审美和美的创造中，顿悟常使审美者、创造者茅塞顿开，灵感突现，思如泉涌，感受力锐敏，创造力旺盛。


审美理解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把握对象审美特性、本质、规律的思维活动过程的理性认识的结果。中国传统美学以“天人合一”论为基础，把审美理解阐释为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对审美对象的“意会”、“体悟”；西方传统美学以“天人二分”为基础，把它阐释为对客体对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所达到的理性认识；完形心理学美学认为审美理解是一种智慧的“顿悟”；认知心理学美学认为它是通过同化、顺应作用，把新事物新知识溶入和改组、扩大原有的认知结构；阐释学美学认为它是本文的历史视野与阐释者的现实视野的融合。这些学说都对审美理解作了积极的探索。审美理解有两种形态：一是直接理解，是主体依据自己的直接实践经验对对象进行分析、综合、体验所达到的理性认识；一是间接理解，是借助前人经验、理论诠释，并同自己的经验相结合所达到的理性认识。理解的程度有局部的领会和整体性的彻悟之分，理解的速度又有渐悟与顿悟之分。它同一般理性认识有共同之处，都是在感觉、知觉、表象基础上运用原有的知识、经验，通过比较、分析、综合、判断、抽象，把握事物内外联系、本质、特征和生成、发展规律。审美理解的特殊性在于排除直接的功利目的，在认识过程中既借助概念又不是作概念的推演，而是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对对象形象进行分析、综合，又展开自由的联想、想象，并溶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从而体验、意会、领悟对象的审美特性和本质特征，其结果也不是归结为抽象的概念、理论，而是将感性与理性融合在一起，在感性中渗透着理性，在理性中包容着感性，从而获得情感的愉悦，并在主客体的融合中创造出审美的意象。审美理解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客观制约性，又有主体能动性。它是把握对象审美特性，获得深度审美享受的基础，是按照物种尺度和自己内在尺度以及美的规律创造美的认识论前提。


审美体验
 （aesthetic experience）　审美中主体心力、情感投入、体悟、拥抱对象的心理活动和审美经验。其客观基础是对象与主体有异质同构或同形同构的关系，主观条件是主体介入、体悟、理解对象生命世界的心理能力。有自发与自觉之分。自发性体验是一种自然生发、未经深入思考，依循自己心理定势而感受到对象思想、情感的原初性的体验；自觉性体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情感、观念全身心地捕捉对象，认识、体味、体悟对象、评判对象所产生的伴随着理智、情感的体验。其过程是通过直觉、认知、想象、理解、移情，发现对象与自我的精神需要、观念、价值、情感情绪同一性、相似性，其结果是在与对象的情感交流中产生感同身受、同情、愉悦、欢乐等情感情绪，乃至产生高度兴奋、物我两忘的高峰体验和美感极致。审美体验主要是伴随着理智活动的情感活动，但排斥直接的实用的功利目的。其程度既受对象内蕴、情感的制约，又受主体精神需求的深广度、审美感受力、想象力、情感移置力以及审美时的情绪状态的制约。它是审美愉悦和审美意象创造的心理基础，在整个审美心理活动过程中往往起着中介的作用。


审美移情
 （empathy）　指在审美活动中将自己的感情移入审美客体中。在审美创造中，移情表现为将自我之情移入外物、物境、创造的形象；在审美鉴赏中表现为以文艺作品之境移人之情。清人吴乔《围炉诗话》有“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之说。南朝梁刘勰就曾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德国里普斯从心理学角度认为移情是人的情感“外射”到事物身上去，使情感变成事物的一种属性，使原本无生命之物仿佛有了思想和情感，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美是人移情的结果。


审美心灵感应
 （aesthetic telepathy）　审美中主客体心灵之间互感、互动的心理活动和状态。中国《礼记·乐记》中的“心物感应”、“以类相动”说，汉董仲舒的“类之相应”、“同类相动”说，在指出天人、心物互感互动的同时，也包含了人与人心灵之间相互感应的内涵。佛教中有“心灵感应”之说，指人的心灵活动可以与他人尤其是亲密者心灵之间发生交相感应，并以此知祸福。审美中的心灵感应有主体与对象、自己与他人心灵相互感应两种形态。主体与对象的心灵感应主要表现在审美主体的气质、思想、情感与现实界审美对象以及艺术家、艺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气质、思想、情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认同、同情、共鸣等交互感应。自己与他人的心灵感应主要表现为彼此在审美意向、取向，审美感受、体验，审美判断、评价等方面相互作用所发生的同感、同情、互动等交互感应。两者都以主体与客体的气质、心灵具有同形同构对应关系为基础，以彼此交互作用、交互渗透为动力，其结果是发生相互感应、相互契合，乃至达到心心相印、物我两忘的境界。


审美心灵冲突
 （mental conflict）　审美中思想、情感、灵魂的矛盾斗争。古希腊柏拉图把灵魂与肉体的冲突，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得以净化视为灵魂美的根据。现代美学则把心灵冲突视为社会矛盾冲突、理念矛盾冲突在人们心灵世界的反映。审美创造美中的心灵冲突有个体生命内部的和个体生命之间的心灵冲突。个体生命内部的心灵冲突表现为个体审美欲望、动机、趣味、愿景、评价与个体意识到的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冲突以及个体自身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愿望与意志的冲突，形成心理的矛盾困惑、烦躁不安。个体生命之间的心灵冲突表现为人们审美观念、取向、情趣、愿景、评价的差异、对立和斗争。这两种心灵冲突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可以相互转化。个体生命内部的心灵冲突可以外化为不同个体之间的心灵冲突，呈现为人际之间心灵、意识、观念的冲突。个体生命之间的心灵冲突又可以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灵冲突，隐现于个体内部心理、意识、观念的冲突，乃至深藏于潜意识。在存在着复杂矛盾和异化的社会里，人与其本质的分离，人与人的分野、对立，个体世界与对象世界的分裂，是个体、群体心灵冲突的最终根源，而个体自身和个体之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美学观的矛盾则是心灵冲突的内化根源。心灵冲突具有普遍性、个别性和永恒性、发展阶段性。各个时期的任何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灵冲突，并有若干相似性，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中的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心灵冲突又有着不同内涵和表现形态。与旧事物相对立引起的心灵冲突是有潜在价值或显在价值的冲突，昭示着新事物的萌芽已在心灵中滋生，表现于外在行为则是美的和悲剧性的；与新事物相对立引起的心灵冲突是一种无价值或负价值的冲突，是对旧事物的依恋和对新事物的拒斥，表现于外在行为则是丑和滑稽。审美中感受到对象的心灵冲突是把握对象精神内涵的钥匙和观照自我心灵冲突的参照系。艺术创作中表现个体心灵冲突和个体之间的心灵冲突是揭示人的内心秘密、社会矛盾和探索人生价值、精神本质的重要途径，可以给人以震撼和启迪。


审美情感
 （aesthetic emotion）　主体对审美对象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与否以及对自己进行内省所形成的主观体验和态度。审美心理内容、形式之一。在美学史上，对审美情感的产生、性质、功能有不同的界说。在中国古代，它包括审美创造美的情感、情绪、情志、情致、情操、情欲、情调、情趣等，统称为“情”。孟子、荀子等人将情分为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认为它是先天形成的，由人的天生本性决定，直接影响人的知和意。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审美情感既受对象的制约，又受知和意的制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审美情感由习惯和艺术熏陶养成，并可影响他人，悲剧、喜剧可唤起人的怜悯、恐惧、欢欣、狂喜的情感、情绪，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和净化，获得精神享受。法国笛卡儿认为人有惊奇、爱悦、憎恶、欲望、欢乐、悲哀等六种原始情感，都由特定对象引起，其他各种情感都由这六种原始情感组合或分离而形成。英国休谟认为它是纯主观的，决定着对象的美与丑、善与恶。德国里普斯提出“移情说”，认为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感移入对象，对象才美。美国桑塔耶那提出客观事物本身具备“情感性质”或因素，才引起人的相应情感活动。奥地利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受压抑的、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如果从对象中得到宣泄，获得象征性的满足，便产生审美的快乐。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提出“同形同构”说，认为事物的物理的“力”或“场”同主体心理的“力”或“场”在形式结构上有同形同构关系，便唤起肯定的审美情感。以上诸说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审美情感是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产物和高度发达的大脑的功能，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直观自身所唤起的主观体验，具有个体的、群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知、意、情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对事物是否适应自己需要的主观态度。具有主观性、境遇性、细微性、现象性的特点。它不同于短暂性的情绪，是人在审美中的一种带有本质性的较为稳定、持久的心理状态。生理性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形成低级的机体情感或审美快感；社会性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与否则形成具有社会内容的高级的审美情感。其生理机制是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神经过程协同活动，感受器、效应器、内部器官参与其中，在呼吸节律、心律、供血状况、分泌腺机能以及外部表情、动作、语言上具有表征。其客观基础是对象的审美特质同主体的需要以及实现需要的实践活动之间的价值关系。对象激起人的自我意识，符合主体的需要、思想、愿望，对主体有肯定价值，能从对象中确证自己，就产生喜、爱、敬等积极、肯定、顺向的情感体验；反之则产生悲、恨、惧等消极、否定、逆反的情感体验。其心理基础是主体具有的特定的审美目的、愿望、理想，在实践中对审美对象已有的认知、评估，以及原先已积淀于大脑的审美经验、审美观点、思想、性格、气质、能力等，同时还受审美中联想、想象活动和审美判断的制约。审美情感是生理系统与心理系统的整合，是主体与客体、外感与内蕴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审美目的与审美实践效果，感性直觉与理性把握的统一，并与道德感、理智感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推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审美能力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情感情绪。审美情感包括预前情感与预后情感。预前情感是审美前已蕴积于心的情感，它制约着审美的指向、选择和审美中的情绪状态；预后情感是审美中在对象刺激下经由审美认识活动所引起的情感，它有客观境遇性与主观倾向性，既以现时或回忆中的对象为契机而触景生情，并随对象的发展而情随境迁，又根据自己的需要、理解形成独特的审美态度。审美情感具有自发性、随机性与自控性、转换性，可不期而至，随意所之，又可根据自己的目的进行自我控制、调节，强化或弱化情感，顺向或逆向转换；有能动的增益性与弥散性，可将自己的情感内扩散到对象或与该对象相联系的事物，使对象打上自己的情感色彩，增益对象的美，或产生由此及彼的推爱、推憎现象，又可以外扩散给他人，感染他人，或由他人影响自己。它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结构，具有多种类型，如肯定性情感中有喜、爱、敬、信、悯等，否定性情感中有哀、怒、恶、疑、惧等，其中又有对物对己、积极消极、主动被动之分。各种类型的审美情感因内部强度、水平不同表现为各种情绪，呈现出心境、热情、激情等多层次性、细微性和变易性、复杂性。审美情感是审美、创造美的主要目的、动力，又是它的结果。在审美的直觉阶段，即有情感介入，并使之迅速升华为具有社会内容的审美体验、审美判断；在理解、联想、想象中更溶入了丰富的情感内容，成为这些审美心理活动的内驱力，使之熔铸进主体的意识，强化、深化、泛化美感，使审美心理活动区别于一般意识活动。它是将审美心理结构中各种心理内容、心理形式加以联结、沟通的网结点，在审美中居于中心的地位。


审美心境
 （mood）　人在审美中的微弱、平和、稳定而持久的情绪状态。有预前心境与预后心境。审美前的心境是预前心境，它由日常生活和特定境遇引起，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向、选择与自己的精神需要相左或相适应的审美对象，直接影响着审美中的情绪反应。审美之中或之后的心境是审美的预后或后继心境，是对审美对象的情绪反应。如愉快、喜悦、满意、平静、忧郁、厌烦、疑惑等。它们有两极性，如愉快与忧郁、满意与厌烦对立；有邻近性，如愉快与满意、忧郁与厌烦接近。它们都以对象的审美特质、主体的特定境遇、审美环境以及主体对对象的认知为基础，以主体的审美需要、愿望满足与否为转移。当对象的刺激和需要的满足程度相对微弱，大脑皮层的兴奋比较平和，动力定型的变化比较小时，便产生比热情、激情较平和、持久的心境。它有变易性，可随对象的变化和主体境遇、认识的变化，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热情、激情发展；可在内部向对立的、邻近的情绪转化；可通过理智、意志调节、控制自己的心境，以便同审美对象相适应或相背反，或保持特定的心境。形成良好的审美心境对于审美活动起着积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审美对象的选择和主体的感受、体验，都离不开特定的心境。它使对象染上主观的情绪色彩，从而增益对象的美或丑，甚至还可能产生推爱、推憎等心理现象。


审美热情
 （enthusiasm）　人在审美中的较强烈、深沉、时间持续较长的情绪状态。有预前热情和预后热情。预前热情是人对美的挚爱和执著的追求，体现了人的爱美求真向善的本性，常诱导人自觉地去寻求美、厌恶丑，选择与自己精神需要相适应的审美对象，并直接影响审美过程中的情绪反应。预后热情是由特定审美对象所激起的强烈的继发的情绪反应，有欢乐、钟爱、珍惜、敬仰、悲哀、恼恨、愤怒、轻蔑等。它以对象是否满足主体审美需要为转移，表现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这种热情发生后常弥散于对象，使对象染上自己的情感色彩，还会引起主体的创造欲望和创作冲动以及与他人交流的愿望，推动人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评判活动和情感活动，创造审美意象乃至以语言、动作和其他物质手段表现自己的情绪和孕育于胸中的审美意象。审美热情介于心境与激情之间，既可以在不同强度之间上下转换，也可以在对立情绪之间相互转化。审美热情是人在审美中所追求的审美心绪，是艺术创作的心理基础和艺术家所期盼的审美效应。


审美激情
 （passion）　人在审美中的强烈、紧张、短暂、具有爆发性的情绪状态。有狂喜、迷恋、崇拜、沉痛、憎恨、鄙夷等。汉司马迁认为《诗经》、《离骚》等“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明李贽认为“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也”。都指出了悲愤等激情在审美和艺术创作中的诱导作用。德国黑格尔认为激情是活跃在人心中使人的心情在最深处受到感动的普遍力量，是艺术表现的中心和艺术效果的主要来源。审美激情是审美情绪活动的最高层，是主客体价值关系的最高表现，一般由同主体审美观念、审美需要直接相关、具有重大意义的审美对象、重大事件所激活，主体完全介入对象，激起强烈的自我意识，从而引起难以克制的情感冲动。但激情往往是爆发性的、短暂的。一方面它引起大脑的强烈兴奋，极易引起生理疲惫，人的生理机制会自行调节，使兴奋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人的理智、意志会自觉意识到长时间的激动于审美、生活、健康无益，进行有意识的自我调节，使激情逐渐冲淡，转化为热情和心境。激情是主体融入对象的忘我的高峰体验和审美境界，它引起人强烈的美感、喜感或崇高感、悲感，是艺术创作的心理驱力和艺术家所期待的审美效果。


审美情绪类型
 （emotional type）　审美中情感、情绪活动的种类。中国古代把人类基本情感、情绪分为七类或八类，《礼记·礼运》分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类。魏晋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分为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八类。在外国也有大致相似的分类，法国笛卡儿在《论情绪》中把情绪分为惊奇、爱悦、憎恶、欲望、欢乐、悲哀六种，认为其他情绪是这六种“原始情绪”的不同组合。现代心理学和审美心理学根据人类审美情感、情绪的日益丰富化、细微化、复杂化，从外感与内蕴、被动与主动、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发展与继承、个性与共性等方面探讨了情感、情绪的发生发展及其多类型性，把审美情感、情绪分为对物与对己情感情绪两大类，其中有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主动与受动、承受与扩散、稳定与变易等多种性质和状态，如在对己情感、情绪中有自负与谦逊、自爱与自悯、自尊与自卑、快慰与惭愧、得意与自悲等多种；在对物情感、情绪中有爱慕与憎恨、喜悦与悲哀、珍惜与愤恨、尊敬与蔑视、满意与失望、信任与疑惑、镇定与恐惧、松弛与紧张、宽恕与嫉妒等多种。在每个情感、情绪类型中，又有强与弱、主动与受动、稳定与变易、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的差异，从而揭示了审美情感、情绪的多类型性、层次性、变易性和无限性。把握审美情感、情绪的多类型性，有助于理解和艺术表现人类情感、情绪的复杂性、微妙性，也有助于分析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和自己的情感、情绪状态，从而既把握审美对象的情感、情绪特征，又对自己的审美情感、情绪进行自我调节。


审美情绪强度
 （emotional intensity）　审美创造美中情绪激活的强弱程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情绪强度分为过强、过弱和适度。一般心理学分为心境、热情、激情、应激四个层次。低于心境的极微弱的情绪处于人的感知阈限之外，难以被主体意识到，也难以唤起审美创造美的热情。突然发生的足以引起人不可遏制冲动行为的极度强烈的“应激”情绪如极度恐惧、狂怒等，在审美中较少发生，它容易导致心理失衡，在艺术创作中也会干扰艺术的构思。审美创造美中的情绪强度一般都在心境、热情、激情三度之间游弋、升沉，其强度由对象刺激程度及其与主体精神需要的价值关系所决定。一般对象对主体的刺激愈强，主体对对象的认识愈深刻，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愈紧密，悲喜爱恨等审美情绪反应就愈强烈，反之则愈薄弱。但是在特定情境中，当主体过于纯客观地冷静分析，理智大于情感，理性压倒审美的情感体验，审美情绪反应反而会弱化。同时，当审美情绪反应长时间处于激烈状态时，主体生理的自调性和理智的自控性也会抑制过度的兴奋。在审美中形成良好的心境和激起热情、激情乃至达到审美的高峰体验，是审美主体的精神需要和审美创造美的内驱力，可以激起审美的热忱和创造美的欲望，乃至激发起创作冲动和灵感。


审美情绪维度
 （emotional dimension）　审美情感、情绪运动状态的三维空间。又称“情感维”或“情感维量”。“维”原是几何学和空间理论的基本概念，直线为一维，平面为二维，普通空间为三维。现代心理学、审美心理学将之引入情感、情绪研究，把情感、情绪运动状态设想为线、面、垂的空间维量关系，将各种情感、情绪的存在方式、相互关系按其特征分为不同的维度，以揭示情感、情绪的多样性、复杂性。德国冯特于1898年提出“情感三度”说，按情感、情绪的性质分为愉快不愉快的类型维，激动感平静感的强度维和紧张感松弛感的紧张度维。1954年，美国施洛伯格提出“情感三维度”说，将情感、情绪分为快乐（含爱、愉快、幸福）不快乐（含愤怒、决心），关注（含恐惧、惊奇、痛苦）拒绝（含轻蔑、厌恶）四个对立方面，并按其激活水平即情感、情绪强度，将情感情绪分成多种多样的状态。1979年，美国普拉特切克又进一步提出“情绪复合维模式”，将情绪分为狂喜悲伤、接受憎恨、愤怒恐惧、警戒惊愕等八个类型和强度（每一类型内有三个强度层次）、相似性（邻近性）、对立性（两极性）等三个维度。到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审美心理学家也常以三维度或四维度（加时间维）来分析审美情感、情绪的复杂性、细微性、变易性。情感情绪是人类心理活动中最复杂最难以定量分析的心理状态，以上有关学说虽尚须进一步完善，但它们对于引导人们进一步揭示审美情感、情绪的奥秘和准确把握、表现人的情感、情绪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情感维
 （emotional dimension）　即“审美情绪维度”。


审美情绪叠合
 （intersection of emotions）　亦称“审美情绪交叉”。各种审美情感、情绪的相互重叠、组合、并存、交叉。人们面对复杂的审美对象和对象复杂的情绪表现，常渗入自己的主观体验，展开复杂的情感、情绪活动，使自己的审美情感、情绪处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状态。其中既可以是相似、相邻情绪类型的叠合、并存，如又敬又爱、悲愤交加；又可以是对立、两极情绪的交叉重叠，如悲喜交集、又爱又恨；还可以是同一类型不同强度层次情绪的共存，如爱慕与迷恋、悲哀与伤感重合。在这种情绪叠合中，既可能以一种类型的情绪为主，他种为辅，也可能几种类型情绪同量共存、交叉，还可能多种类型情绪和不同层次情绪无限组合，表现了审美情感、情绪的多样性、复杂性、微妙性、变易性、无限性和难以定量分析的特征。把握这种情绪叠合，有助于深入分析、理解对象情感、情绪和自己审美情感、情绪活动的复杂性、变易性、微妙性，也有助于审美主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审美的感受力、判断力和艺术创作中情感情绪的表现力、感染力。


审美情绪交叉
 （emotional overlapping）　即“审美情绪叠合”。


审美情绪转换
 （emotional shift）　审美中由一种情绪转换为另一种情绪的心理反应过程和表现形态。（1）审美情绪结构内部的内容、形式的转换。其中有悲喜互换、爱憎交替等肯定性情绪与否定性情绪之间的情绪类型的转换；有由平和的心境增强为较强的热情，再增强为强烈的激情，或朝相反方向、层次减弱的同一类型情绪激活程度、强度的转换等。这些情绪的转换都表现了审美心理活动中随着主客体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情绪的流动性、变易性。（2）内在的审美情绪向物态化的转换。又称“情绪外化”。其中有向语言、表情、动作的转换，即将审美心理运动中的情绪体验外化为语言、表情、动作，用以表现自己的情感态度以及与他人交流；有形象转换，又称“艺术转换”，即将审美心理运动中激活的情感态度、情绪反应，通过特定的工具、手段、形式，外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象、艺术作品的情感情绪，是对主体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产生的情感情绪加以集中、提炼和升华的表现，从而又感染他人的情感、情绪。


审美情绪逻辑
 （emotional logic）　审美情感、情绪有序发展的规律。其表现形态主要有：（1）情绪发生、发展逻辑。各种审美情绪是特定对象、情境与主体精神需要之间价值关系所唤起的主观态度，情绪发生是对这种价值关系的确认和对这种价值关系演化过程的主观反应，即使是突如其来的莫名的情绪也是由特定对象的触发所唤起的难以名状的情绪，或是在主体的联想、想象、幻想、灵感中沟通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激活了潜意识中的审美经验所发生的看似不合逻辑而实际上是有内在根源、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情绪。（2）情绪强度逻辑。审美情绪的强弱、兴奋、抑制，既随着对象的变化及其与主体需要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又随着主体注意中心、审美直觉、审美认知的变化而变化，并受到主体理智的节制，使情绪的激活程度、强度在心境、热情、激情之间有序地强弱升降。（3）情绪转移逻辑。审美情绪向邻近情绪如由喜到爱、由恨到惧的转移，或向对立情绪如由喜到悲、由爱到恨的转移，都是主客体价值关系和主体需要、认知发生变化的结果。（4）情绪物态化逻辑。艺术表现自己和人物情感情绪须揭示其动因、性质、程度、特征和演变的规律。审美情绪有鲜明的个体性、主观性，但是各种审美情绪的发生、发展、转换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客观制约性，又有主观调节性、能动性，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这种情绪逻辑既表现于审美的情绪活动中，体现了审美情绪运动的有序性、自控性，又表现于审美创造、艺术创作中，要求创造者表现自己的情绪时要合乎情绪发展的逻辑、规律，塑造人物形象时要尊重、遵循人物情绪发展的逻辑，即使表现“莫来由”的莫名的情绪或跳跃式的看似杂乱的情绪，也必须揭示其内在的根由和发展的轨迹。


审美趣味
 （aesthetic taste）　亦称“审美情趣”。人对各种审美对象相对稳定的主观情趣、兴味、爱好、态度和鉴赏力。是审美意识的组成部分，审美情感、审美观点、审美能力、审美理想的一种表现。中国美学史上，六朝钟嵘的“滋味”说，唐柳宗元的“奇味”说，宋严羽的“别趣”说，清李渔的“机趣”说，近代梁启超的“趣味”说等，主要从艺术创作角度探讨艺术的情趣和韵味，也包含了审美的趣味、爱好、倾向和追求。17、18世纪，欧洲美学家把不经理智推理的判断和鉴赏力称为“趣味”（taste）。英国艾迪生认为不同的审美鉴赏力、想象力、判断力造成不同的趣味。哈奇生认为审美趣味是天赋的感觉、知觉能力，取决于“内在感官”，即“天生的心灵”。休谟从兴趣、爱好角度论述其特征，认为它是人的先天的功能，能产生美丑善恶的情感；人的主观趣味决定对象的美丑，各人趣味不同，获得的美也不同，不能以自己的趣味去支配旁人的趣味。德国康德从审美判断的角度提出“审美无利害关系”说和“先验的共通感”说，认为情趣因人而异，又有普遍有效性。现代西方许多美学家认为审美趣味是纯主观的，人人不同，无好无坏，没有客观的标准。审美趣味是人的思想、情感、性格、气质、能力在审美上的体现，它在人的生活实践、审美实践和美育中，在一定时期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中形成、发展起来，以主观爱好的形式体现人的审美选择和评价。既受特定社会生活条件和对象审美特性的制约，又受人的审美观、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文化艺术素养以及社会习俗、时代风尚乃至个人特定情绪的制约。人在审美中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内容有同有异，因此审美趣味也既有社会性、共同性，又有个体性、差异性。无论群体的或个体的审美趣味都具有多样性，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和各个个人有不同的审美趣味，使他们的审美注意、选择、探究的对象有着不同的指向性，在大脑皮层形成不同的兴奋中心，审美态度、评价也就有不同的倾向性。审美趣味不能强制，也不能一律化，但它受审美判断深刻性和审美观念合理性的制约，在程度上有广狭、深浅之分，在性质上有健康与粗俗、高尚与鄙下之分。狭隘的趣味使人的审美活动褊狭化、简单化；粗鄙的趣味使人的审美爱好低俗化和粗俗化。审美趣味有可塑性和变易性。通过审美教育和努力学习，可以养成良好的高尚的审美趣味。


审美情趣即
 　“审美趣味”。


审美趣味个体性
 （individuality in aesthetic taste）　审美个体在鉴赏活动、艺术创造中所体现出来的情趣、爱好、选择、评价的个性特征。它从一定的个体审美需要出发，以个体的审美实践、审美经验为基础，在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条件下形成，既受特定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特定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艺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受个体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活情趣的制约。个体先天的生理素质、气质禀赋，后天的生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背景、文化素养以及审美领域、审美态度、审美能力等，都会造成个体审美趣味、审美取向的差异，从而构成个体审美趣味的多样性、变易性。审美趣味个体性是审美个性的显著特征，多种相类似的个性交汇可以形成审美趣味的类型性。审美趣味个体性还可以造成审美创造、艺术创作在对象选择、认知方式、观察角度、感悟程度、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独特性，从而形成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审美趣味时代性
 （temporal spirit in aesthetic taste）　个体、群体审美趣味、爱好的时代特征。人的审美活动、审美需求受特定时代的社会实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对象、艺术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形成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并在其审美理想的指导、规范和审美趣味的指引下进行美的鉴赏和创造，其艺术风格和审美好尚自然会表现出时代的特征。审美趣味的时代性是个动态的历史范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趣味。群体的审美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个体的审美趣味也受到特定时代和审美时尚、习俗、习惯的影响，从而产生特定时代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需求、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具有时尚性、流变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审美趣味的多样性。把握审美趣味的时代性，既有助于科学把握以往各个时代人们审美取向、审美创造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又有助于正确把握当今时代的审美风尚，增强审美创造美的自觉性，提高艺术创作的时代特征和表现力、感染力。


审美趣味民族性
 （nationality in aesthetic taste）　人在审美情趣、好尚、取向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征。英国越诺尔兹认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会造成某种偏爱，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判断和审美趣味。法国伏尔泰认为各民族的审美趣味具有共同性，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单一的“文艺共和国”，但每个民族的地理气候、语言、习俗等仍然会造成各自特殊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民族性是在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审美个体长期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某些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共同的审美情趣、好尚。当人们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与审美对象在表现形式、精神内容上的民族特性相互贯通时，便引发起审美趣味上的民族共同性，尤其是各民族艺术在特定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中积累了该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艺术的民族风貌，在内容、形式上带上了该民族的基本特质，更使审美个体在长期的民族艺术熏陶中形成具有民族特征的审美趣味，并在审美选择、审美感受、审美评价、审美创造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身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性是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既有稳定性，又有变易性，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和充实。它是相对的，相比较而存在，各民族的审美趣味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并随着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吸纳、相互融合而逐步增强各民族审美趣味的相似性、共同性。同时，这种审美趣味的民族性又是在同一民族内各个不同的地域文化基础上由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审美趣味汇聚而成，其表现方式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丰富性。审美趣味的民族性反映了审美心理的民族性，是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表现形态之一，直接制约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审美评价和审美创造。


审美趣味差异性
 （difference in aesthetic taste）　个体、群体对审美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或对立的情趣、兴味、爱好的特性。英国休谟认为社会习俗、风尚不同和个人气质、理性精神的差异以及偏见等都会导致趣味的差异。法国布尔迪厄认为阶级地位、生活格调影响人的文化趣味，并把趣味分为统治阶级的“合法”趣味、中产阶级的“品味”和“大众趣味”。审美趣味受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意识、生活情调和特定时代、民族、地域的文化风尚、习俗的影响，而审美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变易性也会使不同人对特定对象的内涵、情感、趣味产生不同的兴味和评价。其主观条件是审美个体的审美实践、社会环境、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心理积淀、社会意识、生活情调和审美经验、审美意趣以及性格、气质、情绪状态等各不相同，造成审美兴味、态度、取舍的差异乃至对立。这种差异性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和多类型多层次性。有时表现为质的差异，对对象的性质、情趣、形式产生肯定或否定、爱好或拒斥等多种差异、对立的态度、取向；有时表现为量的差异，呈现为兴味的浓淡、断续，美感的强弱、深浅等。它既受到理性、理智的制约，又受到审美情感和当下情绪的支配。不同时代、民族、地域、阶级阶层的审美个体乃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对同一对象都可能产生不同乃至对立的审美趣味，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多样性以及审美需要、审美情感情绪的变易性、多类型多层次性。它是审美独特个性的表现形态之一，要求审美创造既尊重这种差异性，实现艺术创造的多样性，以适应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又力求达到独创性、深刻性、丰富性，提高情感的感染力，以培养人们健康的审美趣味。


审美趣味共同性
 （commonality in aesthetic taste）　不同人在审美创造美中所产生的某些相通相似的审美情趣、审美取向的特性。先秦孟轲认为耳之于声有同听，目之于色有同美，根源在于“理”、“义”之心有共同性。英国休谟认为审美趣味具有“普遍性的褒贬原则”，这个原则是“人性皆同”的。德国康德认为审美具有“先验的共通感”，审美趣味也有普遍的有效性。这种共同性的客观基础是人性、人情、人的审美欲求、审美情感具有共同性和审美客体的内在美、形式美具有共同性。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共同发现和创造的，是人的生命的感性显现，人的理智、情感的结晶，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能被人普遍认知、接受、爱好和追求，形成某些共同的或类似的审美好尚、情趣、兴味。其主观条件是人的审美实践、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欲求、感知、情感、兴趣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共同性，形成了人性、人情和审美趣味、经验的共同性，表现为趋于一致的或类似的兴味、爱好和追求。审美趣味在同一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的成员之间具有共同性，在不同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的成员之间也具有某种共同性，反映了人性、人情、人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以及情趣、好尚的一致性。这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包含着矛盾、差异的相对的局部的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并存、同异互换的矛盾统一。审美趣味的共同性为审美取向的同向择取，审美感受的同情、共鸣和艺术创造审美效应的普遍性，提供了心理基础。


趣味无可争辩
 （there is no disputing about tastes）　指人的审美欣赏无可争辩地各有趣味。拉丁语格言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与中国民间俗语“萝卜青菜，人各有爱”相类。强调审美趣味和美感的差异性，肯定了审美取向、审美判断的独立自主性和审美创造、审美评价的个性特征，同时还表现了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和保持独立人格的人生态度。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审美趣味的共同性和审美评价的客观标准，忽视了趣味有雅俗、高下之分和培养健康审美趣味的必要性。英国休谟认为趣味是天生的，不能强求别人同己，肯定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但又指出审美趣味也具有普遍性的褒贬原则和客观的标准。法国伏尔泰指出“趣味无可争辩”说只适合于感性方面的审美趣味，而对于具有理性内容的艺术等审美对象，审美趣味就有“好”与“坏”、“精微”与“乖戾”之分，并非都无可争辩。


审美高尚趣味
 （elegant taste）　健康、文明、高雅的审美趣味。英国休谟提出“高尚的趣味”需以理性为指导，要用“高明的见识”抑止偏见，使审美趣味合乎“趣味的普遍原则”。法国伏尔泰提出审美趣味有好坏之分，并从鉴赏力角度把高尚的趣味称做“精微的鉴赏趣味”，认为它是能够从瑕中见瑜和瑜中见瑕的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凡是能辨别出“实在的美”的，便是“好”的趣味，反之则是“坏”的趣味。审美高尚趣味表现在审美取向、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艺术追求两个方面，是审美主体、创作主体在审美体验、创作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合乎美的规律和人性本质特征的思想品格、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趣味和鉴赏能力、艺术修养，表现了人类高尚、文明、美好、纯洁等美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精神气质和鉴赏态度、审美情趣。它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审美探究和学习、训练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良好的社会风气、文化氛围和高尚艺术的熏陶是养成这种趣味的积极环境。它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评价尺度，受到各时代文化心理结构、审美风尚的制约。它要求艺术作品的内涵、意趣、情境、风格和审美主体健康、合理的审美需求达到默然契合，并给人提供一种更高的标准和更高水平的理想境界。审美鉴赏者在对具有高尚趣味的艺术作品进行鉴赏、品味、体验中除了获得充分的情感愉悦、艺术享受外，还能获得高尚道德情操的陶冶，有利于克服人性的异化，艺术的蜕化，低俗趣味的蔓延，充分发展人的本性和艺术的本性，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创造美的能力，推动美和艺术的发展。


审美低俗趣味
 （vulgar taste）　低级、粗陋、庸俗的审美趣味。法国伏尔泰提出审美趣味有好坏之分，并从鉴赏力角度把低俗趣味称做“乖戾的审美趣味”，认为它喜爱浮夸、纤巧、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东西而不能辨别“实在的美”，感觉不到“美的自然”。低俗趣味表现在审美取向、审美体验的审美创造、艺术追求两个方面。是审美主体、创作主体在审美体验、创作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违背美的规律和人性本质特征的思想品格、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趣味和鉴赏能力，表现了某些人的平庸、低俗、粗陋甚至卑劣、无聊的精神特点和低下的审美、审丑能力，乃至美丑混淆、颠倒，以丑为美，以丑代美。它在恶劣的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扭曲、空虚的精神诉求中形成，个人缺乏美的熏陶、审美教育和审美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缺陷以及文化艺术修养的贫乏，是形成低俗趣味的主观原因。这种低俗趣味只能给人以片面的感官刺激、感官享受而不能起到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既难以克服人的物化、人的本质的异化，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又抑制了审美创造美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遏人性、人格的提升和艺术的发展。


审美意象
 （aesthetic image）　亦称“审美心象”。人在审美过程中将对象的感性形象与自己的心意状态相融合而成的蕴于胸中的心象。与“客体形象”或用一定物质媒介加以物态化的艺术形象相对。由哲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上的“意象”概念演化而来。中国的《易经》中提出“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已开始意识到了意与象的统一性，开了中国“意象”论的先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独具匠心的艺术家，总是“窥意象而运斤”，融形象记忆与主体的立意、情感以形成审美意象，然后再用艺术的方法、手段创造艺术形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朗吉弩斯也都提出了“意象”的概念，但主要用以指表象、印象和艺术形象。作为美学概念的“审美意象”，是由德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1790）一书中提出的。后瑞士荣格提出了“原始意象”（the archetypal image）说，认为审美意象是人类历史沉淀、遗传下来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原始意象，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艺术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和符号，可以唤醒潜藏在人们头脑中的集体无意识而使人产生顿悟。审美意象是人的大脑对客体形象改造后的主观映象，具有客观的形象性，但这种感知的形象不同于表象，它已经过主体的选择、集中、概括、加工等主体意识的改造，渗入了主体的思想、情感、想象，含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因素，是被接纳、改造过的客体的“象”与主体的“意”的统一，是形象性、生动性与概括性、创造性的统一，是主体感知的形象经过意识系统的作用而形成的“意”与“象”融合为一的意中之象或象中寓意。它与艺术形象的区别在于尚未经过艺术加工和物态化，而是孕育、贮存于大脑的心象。审美意象产生的动力是人在审美实践中改造对象，使对象人化，使人的本质对象化，溶入了人的社会的内容，是人在审美中展开联想、想象活动和情感活动所创造的结果，是审美心理活动的高级阶段。审美意象在审美和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激起艺术家的情感、意志和创作冲动，促成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和一定物质表现手段的选择，是生活形象向艺术形象过渡的桥梁。它还是联结艺术家、艺术形象心理与欣赏者心理的中介，是联结不同欣赏者心理的中间环节，使艺术有可能被欣赏者所接受。对同一审美对象，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象，创造出不同的艺术形象，体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风格和审美个性。


单一意象
 （single image）　亦称“单纯意象”、“个别意象”。审美主体把握的对象单一表象或形象的某一特征同主体相应的特定心意状态相融合而成的审美意象。是审美意象中的一种形态。如关于“劲松”的审美意象就是感知的松树表象、形象同“苍劲”、“坚强”等主体心理、精神、意志相融合而成的孕于胸中的审美心象，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劲松形象则是这种单一审美意象的物态化。这种单一审美意象的象源和主体心意内容都具有单一性、个别性、具体性、独特性，同时又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当这种单一审美意象转化为艺术形象或艺术意象之后，其形象虽具有单一性、个别性，但其内涵却具有象征性、普遍性。单一意象是审美意象的基本单元，丰富、复杂的审美意象便是由众多单一意象有机整合而成的复合意象。艺术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整体性由众多单一意象经过整合、加工、提炼和物态化而来，单一意象及其整合是创造艺术形象的心理根源。


个别意象
 　即“单一意象”。


复合意象
 （complex image）　审美主体把握的众多事物的表象、形象同主体相应的复杂心意状态相融合而成的整体性审美意象。又称“群体意象”。是审美意象中的基本形态。它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类比意象”和“对比意象”。“类比意象”又称“并列意象”，是由多种并列、平行、相似或交叉的单一意象整合而成的复合意象。如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城楼、华表、人民大会堂等表象、形象，当它们同自己心意中的“祖国”、“人民”、“历史传统”以及“庄严”、“雄伟”、“崇敬”等思想、情感交融在一起，便形成了多种具有相似性、邻近性的单一意象，而当这些并列、平行、交叉的意象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形象鲜明、意蕴丰富的复合意象。“对比意象”是由相互对立的意象在对比中整合而成的复合意象。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组艺术形象，便是由“朱门”与“路”（荒原）、“酒肉臭”与“冻死骨”等对立的表象、形象以及憎恨与同情等对立的心意状态相融合而成的几个意象，杜甫将这几个对立意象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复合意象，并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复合意象不是诸单一意象机械相加的总和，而是在诸意象的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具有了新的质、新的意蕴。它是审美创造美中认知活动，联想、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和能动创造的结果，并为意蕴丰厚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提供了心理条件。


群体意象
 　即“复合意象”。


审美意象中介功能
 （mediating function of aesthetic image）　审美意象在审美接受和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中的联结、桥梁作用。人在审美中经过感知、体验、联想、想象，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等心意状态与客体形象相互作用，创造出孕育于胸中的审美意象以后，又发挥其能动的中介功能。这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它是由原先已有审美意象向新审美意象再创造飞跃的中间环节。当人在审美感受、体验、想象的基础上创造出审美意象以后，又在已有审美意象和审美需要的驱动下，进一步调动起以往的审美经验，激发起更深层次的创造欲望和自我实现愿望，推动人进一步展开自由的联想、想象，进一步溶入自己的思想、情感、理想、意志，对已经孕育于胸中的诸多审美意象进行联结、组合、加工、改造，从而创造出既超越当前感知形象又超越已有审美意象的新的复合的审美意象，并在这无限的再创造中发挥出人的无穷的创造力。（2）它是艺术创作中从感知生活形象向艺术形象塑造的过渡桥梁。艺术创作的内在依据和中介是经过主客体交互作用孕育于艺术家胸中的审美意象，是艺术家对生活形象加以接纳、改造并溶入自己思想、情感创造出审美意象以后，再进行集中、概括、加工、提炼和物态化的产物，其模式是“生活形象→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社会生活、生活形象是艺术创作的客观源泉，而艺术家能动创造的审美意象则是艺术形象塑造的直接前提和直接依据。艺术家创造的审美意象的真实性、丰富性、整一性直接制约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整体性和感染力、生命力。（3）它是联结艺术创造者与艺术鉴赏者的心理纽带。艺术形象是艺术家创造的审美意象的外化、物态化，艺术鉴赏者在感受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又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重新创造审美意象，这种再创造的审美意象既与艺术形象相互交流、相互补充，又由对艺术形象的感知、体验而体悟艺术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的动机、立意，从而与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发生交流，产生同情、共鸣，以至产生超越艺术家预期效果和形象内涵的超效应。审美意象的这些中介作用是对机械反映论的否定，充分体现了人的审美的无限能动性、创造性和对对象的超越性，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主体性、创新性和对生活形象的超越性，体现了艺术鉴赏者与艺术创作者之间相互交流的主体间性和互补互进性。


审美意志
 （aesthetic will）　亦称“审美意志行为”。主体在审美中自觉调节自己的心理、行为，克服主客观障碍，以实现预期目的的心理活动。审美心理形式之一。包括审美的目的、动机、志向，制定的行动计划，克服外界、心理障碍的毅力等，是审美意识活动和审美心理结构知、情、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称“意”或“志”。《尚书》提出“诗言志”，认为艺术表现蕴藏于心的志意。《礼记·大学》认为审美认识是审美意志的先导，“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孟子认为意志是天生的，被人的本性决定的；人在艺术欣赏中可以“以意逆志”，用自己的意志、观念去探究、理解作品中表现的观念、意志。明王守仁认为意志本于“心”，是一切精神、言行的主宰，是美或事业成败的根源。英国博克认为审美是对事物特性的直观，与目的、意志无关。德国康德认为审美不计较任何功利目的，审美判断是对对象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的情感判断，意志、欲念会妨碍对纯粹美的把握。以上诸说都忽视或过分夸大了意志在审美中的作用。审美意志是人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审美、创造美的目的、动机、欲望、期待和克服客观阻力、主观心理障碍的毅力，体现了人的生命活力。它是审美心理活动的第三阶段，是审美意识中的理性部分。其前提是审美心理活动第一阶段的认识活动，审美认识的真实性、真理性、深广性制约着审美意志的方向、性质和实现的可能性。其直接动力是审美心理活动第二阶段的审美情感、情绪活动及其状态，情感愈烈，意志、目的、动机就愈明确，行为就愈自觉、果断，愈有毅力。审美意志活动渗透和贯穿于审美心理活动第一、第二阶段。它一般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决定阶段，确定审美、创造美的目的、动机、计划、方法；一是执行阶段，表现为审美、创造美的实际行为和克服障碍的决心、毅力。与一般意志有联系又有区别。具有自觉的目的性，鲜明的自主性、自控性和行为的果断性、坚毅性，但不包含实用目的，只是为了发现美、创造美，满足精神需要，自立、自主、自控和果决、毅力都围绕审美、创造美的活动而展开。审美意志是发挥审美能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基础，直接制约着审美选择、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和审美情感活动，是审美、创造美的内在驱力，推动人自觉、自由地感受美、创造美，以实现改造现实、改造自己的预期目的。


审美创造
 （aesthetic creation）　人有意识地创造美好事物的心理活动、实践行为和创新成果。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包括审美创造在内的人的创造视为人的本性。马克思指出由于人的劳动创造才产生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但是人的创造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审美创造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创造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创造性想象、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行为、创造性成果等，有原创、首创、再创，以及对前人经验的整合创新等形态。其结果是创造出审美的新观念、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和新的审美意象、新的美的物化形态。其特征主要有：（1）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能动创造，是对人类和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具有个体性、全人类性和实践性、历史发展性；（2）出于一定的目的、动机按照对象的审美特性和发展规律进行改造和自觉自由地创造，从创造物中体现主体的思想、情感、意志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由性；（3）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开拓、发展，创造异于前人的新的美好事物，具有超越性、超常性、新颖性、感染性；（4）创造的目的是追求预期的价值效应，美化自然、美化社会和美化人自身，推动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审美创造是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审美活动的高级阶段和人的基本精神需求，也是美的发生的最终的主体根源，表现了人的潜力。它既使美在人的创造中向人生成，成为自己的审美对象，又通过审美创造改造了人的本性，提高了人的能力，使人由自然的人变成审美的人和具有创造力的人。


审美评价
 （aesthetic evaluation）　主体对客体审美价值的评估。是人在审美判断基础上对事物审美态度的体现。在美学史上，人们对审美评价有不同见解。英国休谟认为美只存在于欣赏者的心里，审美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活动，美与价值是相对的，审美评价没有客观的标准。德国康德认为审美是不包含利害关系的判断，主要是对合目的性的形式的评价，不涉及对象的内容。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讨。审美评价体现了一种价值关系，是人的价值观的反映，有鲜明的主观性、自主性，表现了主观的目的、爱憎、习惯，受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观点、审美情趣以及知识积累、文化艺术素养、想象力、判断力等审美能力的制约，不同人对同一事物会作出不同的审美评价，表现出美感的差异性。又有一定的客观性，受到特定对象的制约，是特定对象的刺激所引起的主观评判活动，主体判断是否符合对象的审美特质，是审美评价的客观标准。同时它还受到社会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的制约，总是打上时代的、民族的思想烙印。审美评价包括对事物形式美的判断、评估和对事物内容美的评估、态度。两者有相对独立性，人在审美时可以有所偏重，但又紧密结合。审美评价在审美直觉、感受、体验、认识、情感的基础上展开，是知、意、情活动的统一。人在对自然美、形式美以及观赏性艺术进行审美评价时，虽不带实用的功利目的，不涉及政治、伦理内容，但所表现的审美态度、情趣，已客观地包含了对事物社会功利内容的评判；而人对社会、艺术中具有深刻、丰富社会内容的对象进行审美评价时，则经历了理性的判断，并渗透进一定的社会、政治、伦理内容，表现为鲜明的爱憎态度。审美评价制约着人对事物的审美态度和人的审美意志行为，推动人根据自己的情感、理想去创造美，克服丑，从而改造世界。


审美标准
 （aesthetic criterion）　衡量、评估对象审美价值的相对稳定的尺度、准则。古代尚无“审美标准”一词，但已有取舍的准则。如孔子以“礼”、“无邪”、“文质彬彬”为标准；王充以“实诚”、“为世用”为标准；古希腊柏拉图以理念世界的“绝对美”为标准等。较早提出“审美标准”的是18世纪英国的休谟，他在《论审美趣味的标准》中提出审美有“普遍性的褒贬原则”，认为当对象形式引起人的快感，符合主观预期效果，而主体又具有卓越的智力时，就有了“美的真实标准”。德国莱布尼茨、鲍姆加登等理性主义美学家将之归结为先天具有的共同理性、“天赋观念”、“预定和谐”；康德将之归结为审美的“无利害感”和“先验的共通感”。以上诸说都从各自的角度作了探讨。审美标准包括对事物内在美、外在美及其统一关系的评判标准。具有主观性，是审美意识的组成部分和在审美判断、评价中的表现。但它不是任何人随意制定的，而是在人的审美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受人的实践需要、精神需要的制约，并受一定时期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心理结构和特定对象审美特质的制约。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将审美经验上升为审美的观点、理想、情趣，以主观判断的形式所反映出来的对事物的审美尺度和态度。对艺术的评估一般分为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以及个人从事社会实践、审美创造美实践的差异性、具体性或共同性、继承性，形成不同的或共同的审美的经验、需要、情趣、能力、态度和价值观，使审美标准具有历史发展性和时代、民族、阶级、个人的共同性、差异性。实践和人在实践中创造的事物美的性质、状态是检验审美标准合理性的客观尺度，主体审美观念、情趣、能力、评价是否符合实践规律和美的规律，是检验审美标准合理性的内在尺度。它在主观性中包含着客观性，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在差异性中寄寓着共同性，在共同性中包含着差异性，并在相对稳定性中包含着历史发展性。审美标准是审美心理活动的内在尺度、准则，它直接制约着人的审美的选择、判断、态度、评价和创造，它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和反映了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结构的发展、变化。


审美价值
 （aesthetic value）　人在审美中发现、确立的事物对人所具有的心理效能、精神价值。《左传》主张“文物昭德”，《乐记》主张“乐以治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都认为文物、艺术的审美价值在于昭示善德，净化人心。近代以来，许多西方美学家认为美、崇高等是被人的审美经验决定的，个人的主观经验、判断、评价、态度决定着事物的审美价值，主张用“审美价值”的概念来代替美、崇高等概念。德国里普斯认为美和审美价值是主观移情的结果，是对象化了的对于自我的“价值感觉”，美学是关于审美价值的科学；伏尔盖特认为美是人类的伟大价值，美学是一种审美价值理论。瑞士布洛认为审美需与对象保持距离，“距离提供了审美价值的一个特殊标准”，以区别于实用功利的、科学的或社会伦理的价值。意大利克罗齐认为美是直觉，正价值即美，反价值即丑。美国杜威认为事物的价值在于合乎主观的效用观，效用价值决定事物的审美价值。帕克认为审美价值在主观经验中的满足、享受，是主观想象决定的价值。接受美学家尧斯、伊瑟尔认为艺术的审美价值不在于艺术作品“本文”，它是接受者创造的，或创造者与接受者共同创造的。他们都从主观方面探讨审美价值的发生和特征。审美价值是人与现实价值关系中的一种区别于实用价值、科学价值的特殊的精神价值，其发生、发展、性质、程度取决于对象同人的社会实践、审美需要的关系。对象对人的实践有益无害，内容、形式具有鲜明独特的审美特征，被人所把握，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使人获得美的享受和心灵愉悦，就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反之则具有否定性价值。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取决于对象结构和主体需要。审美价值是人在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中发现和创造的，只有当事物在人的实践中被“人化”，具有了社会的内容，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使人从对象中直观自身，启迪人领悟人生真谛，提升人的价值尊严，事物才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审美价值及其观念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在人类初期，对待事物的实用观点先于审美观点，实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人在生产劳动中先产生善的观念，以后才分化出审美意识和美的观念，出现依附于实用价值的审美价值。当社会生产力和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才追求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并以其价值效应推动人的审美创造美的实践。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有相通和相异的审美价值观。审美价值是审美创造美追求的目标，它决定事物对人的审美意义，制约人的审美态度，人又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实践发现、认识和发展事物的审美价值。


审美意识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支配人的审美、创造美活动的思想、情感、意志。是人的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并和其他社会意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包括审美的感受、观点、判断、推理、评价、趣味、态度、情感、理想、能力、意志等显意识和潜意识。是审美心理活动进入思维阶段以后的意识活动。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它是人在迷狂状态中通过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产生的，是一种先验的神秘的力量；英国哈奇生认为它是一种天生的能力，是先于习惯、教育的“内在感官”；德国康德认为它是人所共有的纯主观的意识和只涉及形式，不触及利害计较的审美判断力，并且决定着美的存在；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它是对客观美的反映，是人从客观对象上对自己的认识和确证；弗洛伊德、荣格等人认为它包括意识和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本能、欲望。他们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审美意识的生成和某些特征。审美意识的产生、发展以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为前提，以人在审美实践中所发现、创造的事物审美特性为源泉和对象，以人的健全的感官、脑功能为生理基础，以审美的感知、判断、联想、想象、情感活动、意志活动等一系列既连锁、递进又交叉、重叠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为心理基础和心理形式。人怀着一定的审美目的、需要所从事的审美实践以及对审美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是形成审美意识的认识论基础。对在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审美形象信息，经过贮存、加工，在同客体对象相互作用中经过同化、顺应作用和反复的反馈，才形成同语言密切联系，并以语言为载体的审美意识。同时，它又是对人类历时性审美意识继承、革新的结果，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人类审美意识的积淀的制约。审美意识是人所独有的融合着形象、联想、想象、理智、情感、意志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它以人是否从对象中发现、观照、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为转移，并由此确定它的性质和形态；它既是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又随着人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尤其是艺术的发展而不断建构、积淀、改组和发展。它既具主体性、自主性，有时代、民族、阶级乃至个人的独特性、差异性或对立性，又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这种差异性与共同性为美感的差异性、共同性奠定了心理基础。人的审美意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自控性和能动性，可以通过感知对象的特征，唤起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和整体意识、关联意识；可以在实践中人和人的审美创造美活动以及对特定审美对象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由局部到系统，从本质上把握人的本性和对象的审美特性，形成特定的审美观念、审美态度、审美情感、审美意志，并直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和丰富、深化人的各种社会意识，乃至强化人的世界观；当它一旦形成和系统化，成为人的自觉意识以后，又可以转化为人的内在力量，驱动人展开丰富多样的审美活动，使对象人化，打上人的精神印记，并推动人去自觉、自由地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美和发展美。审美意识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标志着美学研究的重点已由研究客体转向研究主体。


审美自我意识
 （self-consciousness）　主体在把握对象审美特质和内省中沟通对象同自己的联系，从而认识自己的审美心理活动。德国康德较早提出“自我意识”概念，认为人有“先验的自我意识”的认识能力，它将审美、认识中的感性与知性统一起来。黑格尔认为通过精神自我矛盾和同他人交往引起的自我意识是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人只有从认识他物进而反思、认识自身，才能从实践改造过的对象、艺术中复现、实现自己。审美自我意识是自我意识的一种特殊方式。其前提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分化、分立与交往、相互作用；其客观基础是对象同自己审美心理结构、思想、情感有内在联系；其主观条件是主体已具备较丰富的审美经验和内省、反思、联想、想象能力，把握了对象审美特质及其同自己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关系；其结果是体察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及其与对象的异同。它是观察、认识客观世界与内省、认识自己主观世界的矛盾统一。其主要途径有三：（1）在自己与对象、他人的比较中，通过求异性探究或求同心理的归属、认同、自居等作用，认识自己同对象、他人的区别、对立或相似、相同，从而认识自己以及自己同对象、他人的关系；（2）通过了解他人对自己审美观念、审美创造的态度、评价来认识自己；（3）通过内省、反思自己的实践和审美心理活动来认识自己的审美心理状态和行为。三者相互联系、相互生成，在审美实践中展开。激起审美自我意识的对象包括自然界的无机体和有机体，主要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和艺术中的人的心理、行为。审美自我意识活动有自发与自觉之分。自发自我意识活动是受制于对象的、被动的、不经意的、朦胧的、短暂的心理活动，对于沟通主客体联系，激起审美联想、想象、情感活动具有一定的激活作用。自觉自我意识活动是有意识地将对象与自己联系起来，把握对象与自己的异同，从而决定取舍。它是在审美中把握对象审美特性，实现自我改造、完善审美心理结构的必经途径和溶入主体心理内容，使审美创造、艺术创造具有独特个性、风格的必要前提。在自我意识过程中，如果发现对象与自己有异质同构的关系，同自己审美心理相契合时，会发生同化作用，使主体对象化，对象主体化，从对象中确证自己、实现自己，乃至将自己融入于对象之中，产生肯定的审美态度，反之则产生否定的审美态度，或通过自我调节，改组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适应对象。


审美角色意识
 （role awareness）　审美创造美中对他人、自己的身份、地位、职能及其规范的心理反应和认知。“角色”原是戏剧用语。审美角色意识包括对审美对象、自我和自己创造的人物形象的角色意识和角色评价。对审美对象的角色意识主要是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对艺术家及其创造的人物形象的角色确认，即对他们的地位、职能、思想、情感、性格、言行等角色身份的认知和对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其角色身份所作出的审美评价。对审美主体自我的角色意识是将自我作为认知对象，对自己的地位、职能、思想、情感、性格、言行等角色身份所产生的自我意识和作出的自我评价，并使自己按照社会角色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维护和表现自己的角色身份。对自己创造的人物形象的角色意识是通过角色体验，在想象中按其地位、职能、思想、情感、性格、言行等角色身份来表现其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个性特征。人们扮演的角色和角色意识因人因时因环境而异，具有相对稳定性、确定性，又有变易性和模糊性。审美创造美中确立角色意识是角色定位、定性的前提，可以使审美主体确认自己的角色身份，将自己归属于某种社会角色，从而确立自己的审美取向，规范自己的审美行为，使之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协调；可以使审美感受、审美评价与审美对象的角色身份相比较，对合己的或异己的角色产生进入角色、超越角色或摒弃角色的角色效应；可以使审美创造的人物形象合乎对象的角色身份，揭示其性格特征和合逻辑发展的角色命运。


审美创新意识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亦称“创新观念”、“首创精神”。审美活动中自觉追求新发现、新创造的意识、观念、精神。中国南朝梁刘勰的“通变”说，唐韩愈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说，明袁宏道的“性灵”说，德国黑格尔的在主客体融合中实现“独创性”说，以及现代美学、艺术中的各种创新理论，都强调审美创新意识对于创造美、发展美的重要性。它是人类实践创新，社会、观念、文化创新的历史必然要求在审美心理、意识、观念上的体现。其特征是：（1）社会性、全人类性。是社会意识和人类创新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全人类的、国家民族的、社会集团的和个人的审美创新意识，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并同社会的、科学的、制度的以及艺术的创新意识、创新思潮相互作用，汇成人们的整体性的创新意识。（2）实践性、发展性。要求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升实践经验，按照客观世界的规律和美的规律，探索审美创造美的新途径，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实现新发现、新创造，并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赋予这种意识以新内涵。（3）继承性、超越性。要求在批判、继承、借鉴前人创新意识、审美创造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审美观念、新的创造方法，新的表现手法，创造新的审美意象和新的艺术意象、意境，克服观念、方法的因袭、重复和审美创造的雷同、划一，力求超越前人、他人和自己。（4）主体性、个体性。要求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自觉自由地创造具有原创性、再创性、新颖性、独特性的新意象、新形象，体现出创造性人格的特征。（5）目的性、效益性。要求通过自主创新、原发创新、借鉴创新、合作创新、整合创新等多种方式，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过程中发挥创新的积极社会效益，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美的更新和人的全面发展。审美创新意识是审美活动和提高审美创造美能力的内在驱力，是美的发展、社会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和谐的思想基础和内在根源。


审美潜意识
 （subconsciousness）　审美创造美中未被意识到的深潜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审美潜意识是人类潜意识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有三种来源和表现方式：（1）对美的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和未被意识到的潜在的心理能力，其中有遗传获得的爱美本能和由生理心理的动力定型所构成的初级的审美感受力，使人未经深入思考就能凭着天生潜在的爱美本能和动力定型感受审美对象的某些外部特征。（2）人生而具有的包含着若干动物性的本能冲动，这种本能冲动受到社会、道德、法律等外在环境的压抑而被排斥在意识阈限之下，成为审美的无意识，它只有经过理智的分析才能被意识到并加以限制、剔除。（3）以往的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体验经久未被重新唤醒而被遗忘，于是便潜伏在意识阈限之下，成为使人意识不到的潜意识，须经过特定相关对象的刺激和分析、提取，方能由潜意识复现为显意识，并影响和丰富人的审美心理活动内容。审美潜意识既有先天性，又有后天性，既有深潜性，又可以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唤醒、提取。人们在审美联想、想象和审美意象、艺术形象创造中，常不知不觉间将深层的潜意识流露出来，使潜意识与显意识相互作用，活跃了联想、想象，深化了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内涵，而自己却未意识到，造成了意象大于表象，形象大于思想、思维的意象创造、形象塑造的效果。有意识地发掘、提取深藏的潜意识，有助于发挥人的潜能，提高审美创造美的丰富性、深邃性和表现人的心理的复杂性，还可能激发人的创作灵感，提高创作活力。


性意识
 （sexual consciousness）　审美中指对性、性行为、性关系、性规范的心理、观念。奥地利弗洛伊德把性意识分为潜意识和意识，认为性欲是人的本能欲望，性意识是对人的性本能的认识；当人的性本能冲动受到社会、道德、法律的压抑时，性意识便潜藏到心理深层，形成性潜意识；这种性潜意识对人的言行和审美活动常起支配作用，并作为一种内驱力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于艺术作品之中，人们通过艺术创作和审美鉴赏，可以使这种被压抑的性潜意识得到宣泄和补偿。性意识是人的生命意识之一，和人类意识同时发生。其生理基础是性激素的分泌和第二性征的出现，心理基础是性欲望冲动和对性行为的期待，对性关系的观念。性意识也渗入到审美意识之中，是关于性、性行为、性关系、性情趣、性伦理的审美心理、审美观念和对艺术作品中性描绘的认知、体察、想象、评价。一般表现为对异性身体美、仪表美的关注、爱慕和占有，注意自己身体、仪表、言行在异性心目中的形象，欣赏艺术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体察其社会、文化、伦理的内涵，并在审美中对异性和自身产生包含着美感的性感或丑感、厌恶感，从而对性表征、性行为、性关系作出特定的审美评价。不同时代、社会、种族的人和不同文化、性别、年龄的人有不尽相同的性意识。在原始时期，人类性意识是对于自然性别的意识，表现为对两性交媾、生殖繁衍、生命延续的意识，乃至产生性崇拜、生殖崇拜。当人类初期发生原始的审美意识时，便包含了原始的性意识，表现为对男女性征尤其是女性体征的欣赏和艺术的表现。进入父权社会以后，性意识演变为社会性别意识和男权中心、男尊女卑等意识，有了性道德、性禁忌的约束，并对两性关系、性行为、性情趣以及艺术中的性描绘产生了美丑善恶褒贬的评价。进入现代社会，性意识进一步与社会性别意识、男女平等意识以及身体意识等相融合，审美和艺术创造中的性意识也有了更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高尚的性意识，健康的性描绘，可使人正确认识和处理两性关系，尊重异性的人格和性意愿，在对性的感知、体验中获得美感。低俗的性意识和猥亵的性描绘只能满足官能的刺激，乃至导致歧视、侵犯异性和性变态、性乱交。


审美心理态势
 （psychological state）　审美中求知、求美以求得主客体和谐与主体身心平衡、愉悦的心理趋势。是审美心理活动的常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心理除有感觉、联想、想象、判断等认识功能外，还有“动求功能”，即有主动探究事物底蕴和审美特性的欲望、情感、意志、动作。俄国巴甫洛夫把这种探究欲望和探究活动称做“定向探究反射”，认为这是人所特有的高级神经活动和能力，是生命得以维系的基本心理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思维活动。人的审美活动是探究对象审美特性以及对象同自己相互关系的思维活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和创造性活动。在这过程中，既通过求同性探究把握对象与对象、自己与对象、自己与他人的同一性，表现为审美的求同心理、顺从心理、从众心理、习惯心理等心理态势，从而认同、接纳对象，并同他人交流、沟通，形成相通、相似的审美感受、审美评价，以实现主客体的和谐；又通过求异性探究把握对象与对象、自己与对象、自己与他人的差异性、对立性，表现为审美的求异心理，好奇、求新、求变心理以及逆反心理等心理态势，从而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以保持自己的审美独立性、自主性。同时，人的审美活动又是自我调节、自我实现、能动创造的活动，不仅认识、认同于对象，表同于他人，而且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弥散于对象，改造对象，实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在对象中复现、实现自我，从而表现出审美的创造性，并在认知、感受、体验和能动创造中求得心理的平衡、愉悦和达到心理的补偿。这种探究欲望和在探究中自我调节、能动创造、自我实现以达到心理平衡、心理补偿，是人的天性，是审美心理活动恒常的态势，是人作为审美创造美主体的心理特征。


审美探究
 （inquiry）　人对审美对象探求究竟的欲望和思维活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审美中的心理活动有将欣赏与求知统一起来，主动探求事物底蕴的“动求功能”。俄国巴甫洛夫把大脑对事物定向、控制的反射和在求知欲驱使下有目的的思考称做“探究反射”。审美探究是人在审美创造美中探究对象的内容与形式、对象与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及主体诸心理要素之间矛盾性、协调性的基本心理状态和过程。其客观基础是主体在实践中与对象发生特定的审美关系和主客体之间的分立、矛盾所激起的好奇心、求知欲，生理机制是特定对象的刺激在大脑皮层所形成的优势兴奋中心，心理根源是主体求知、求美、求乐的精神需求和分析、综合、判断、理解、想象、移情等审美能力，通常表现为“对象何以美？”“美从何处来？”“对象与自己是什么关系？”“如何创造美？”等设问和探求。它有自觉与非自觉、主动与受动、个体与群体之分。非自觉探究是受对象刺激所引起的无特定目的，习惯性、自动化、浅尝辄止的被动探究；自觉探究是怀着特定目的、调动心理积淀、进行深入思考的主动探究；人类群体历时性探究为个体共时性探究提供了认识论前提，而个体共时性、继时性探究的积极成果又丰富了人类、群体历时性探究的内容。审美探究一般经过发现问题、产生困惑、引起思考的酝酿期，调动心理积淀、寻求答案的发动期，经过分析、综合，茅塞顿开的豁朗期，经受实践检验和反思审美感受、创造合理性的验证期四个阶段。它是协调主客体矛盾，使审美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感知到想象、情感活动，唤起审美愉悦和创造行为的必经途径，表现了人探索求知求美的本能、特征和审美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审美创造的能动性。


审美求同
 （seeking commonground in aesthetic judgment）　亦称“审美求同性探究”、“审美求同心理”，与“审美求异”相对。审美中通过类比探求事物相似性、同一性的心理趋势。包括探究对象与对象、主体与对象以及自己与他人审美感受、评价之间的共同性。在对象与对象之间的求同是在已知信息中沿着同一方向展开聚合性思维，通过联想、想象、集中、概括，把握各种对象的共同性，作出归纳性、综合性的审美判断。在主体与对象、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求同是通过同化、顺应作用，认同对象、适应对象、顺从他人，协调主客体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矛盾，把握对象与自己思想、情感的共同性和自己与他人审美感受、审美评价之间的同一性，唤起彼此之间的同感、同情和共鸣。审美求同活动过程是一种分析、综合的探究过程，通过归属作用、表同作用、自居作用、同构弥散作用，求得对象与对象，自己与对象、他人之间的统一和谐，是事物同一性在审美心理上的反应。在审美判断和艺术创作中，求同性探究是集中、概括，作出综合性评价和塑造具有典型意义艺术形象的思维方式。


审美归属
 （belonging）　亦称“归属作用”。审美中将对象、自己纳入特定种类，把握其隶属关系和性质的心理活动。美国马斯洛认为人有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群体从而产生归依感、安全感的精神需要。审美归属是通过分析、归纳，在对审美对象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价值作出归类的同时，又对自己的社会属性、精神需求的性质进行归类，从而把握自己社会属性、精神需求及其同对象社会属性、精神价值的相类性、同一性或差异性、对立性，并由此对对象作出合乎种类特征的审美评价和对自己的审美感受作出自我鉴定。审美中的关系联想、自由想象、情感体验、自我意识以及审美评价、审美创造等，都经由这种归属作用而作出合乎类属关系的审美判断。当发现主客体之间在类属上有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的关系，便产生认同、接受的审美评价乃至发生共鸣，反之，则产生否定、拒斥的感受。


审美认同
 （recognition）　亦称“审美表同”。审美中认可、表同于对象、他人的心理活动。它以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和主体对这种同一性的认知为基础。审美认同的对象有对特定审美对象的认同，对他人审美评价的认同和对艺术家创造才能、创作特色的认同等。其过程是通过同化作用认同于对象，或通过顺应作用改变自己原有的观念适应、表同于对象。其程度有局部性认同和整体性认同。是审美中唤起自我意识，发现对象与自我具有异质同构、同质异构关系时所产生的认同、接受的审美体验，其极致是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和谐、物我两忘。审美认同是认知活动和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唤起自我意识的结果，其性质因对象性质和主体审美取向而异。对美好事物的认同使人求真向善和努力发现美、创造美。对丑恶事物的认同则使人消沉、堕落。


审美表同
 　即“审美认同”。


审美自居
 （identification）　审美中以对象特点自居的心理活动。自居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居作用是一个人试图按照另一个作为模特儿的人的样子来塑造他自己的自我，它的基础是使自己处于与他人同样地位的愿望和可能性。多见于审美主体以现实生活或艺术作品中塑造的被自己所喜爱、崇敬、向往的人物自居，把对象的思想、品格、言行、业绩、地位等特征当作自己也有或可能有的特征。是在对象召唤结构感召下唤起主体自我意识，发现对象与自我具有同一性、相似性时所产生的物我统一的审美体验。其表现方式：（1）发现对象的经历、处境、思想、情感与自己相似而以对象自居；（2）发现对象优于自己或合乎自己的审美理想而模仿对象，在想象趋同中求得自己与对象同一；（3）因羡慕对象的优长、地位、荣誉而想当然地以对象自居，仿佛自己已与对象同一，或认为自己如果与对象处于相同的地位、环境，自己也能有对象的优长。审美自居是审美认知活动、想象活动的结果，其性质因对象性质和主体审美理想而异。以美好事物自居可驱使人求真向善、自强、自新；以丑恶事物自居则使人颓废、堕落；在对象与自己并无同一性前提下纯属空想、幻想中的自居是虚妄的。


审美同构弥散
 （morphological diffusion）　审美中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扩散、移置于对象的心理活动。人的思想、情感有弥散性、外射性，可以弥散、投射到与自己心理、思想、情感具有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的客体对象中去。当主体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弥散到有思想、情感的对象中，便引发主客体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并使对象染上自己的思想、情感色彩，从而产生认同、共鸣，乃至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主体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移植到无思想、情感的对象中，便发生移情作用，使对象仿佛有了与自己类似、同样的思想、情感。两者都以主客体的同一性和主体对这种同一性的认知为基础，以主体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前提，是一种由我及物又由物及我的双向运动的过程。其结果是达到主客体之间的统一和谐。


审美求新
 （seeking novelties in aesthetic judgment）　亦称“审美求变”。审美中探究、追求对象新颖、独特、变化、奇异以满足精神需求的心理态势。有两种形态：一是寻求未曾经验过的新颖、变化的审美对象，以引起审美注意，从中得到新的刺激、新的信息、新的知识，享受到未曾体验过的新的美感；二是在曾经经验过的对象中，发现其中起变化的审美特性或发掘其中以往尚未发现的潜在的美，从而常变常新，感受到以往未曾体察到的美。审美求新过程是求异性探究过程，有自觉与非自觉、主动与受动之分。受动的求新是无意中被新奇、独特、变幻的对象所刺激而引起的无特定目的的非自觉求异性探究；主动的求新是怀着特定目的探求新的对象或对象新的审美特性以及对象与对象、对象与自己关系的自觉求异性探究。审美求新求变是人的生命活动、心理活动的常态，是开拓审美领域、范围和唤起求异性探究冲动、深化审美体验的内驱力，最能激起感应神经的兴奋和调动起以往的心理积淀，通过同化、顺应作用接纳新的对象，也最能激起审美创造的冲动，是艺术创造追求新颖独创的心理基础。


审美求变
 　即“审美求新”。


审美求异
 （seeking differences in aesthetic judgment）　亦称“审美求异性探究”、“审美求异心理”，与“审美求同”相对。审美中通过对比探求事物差异性、对立性的心理趋势。包括探求对象与对象，主体与对象以及自己与他人审美感受之间的差异性。在对象与对象之间的求异，是在已知信息中沿着不同方向展开发散性思维，通过对比、联想、想象、概括，把握对象的特殊性和各种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对立性，对各种对象作出不同的审美评价。在主体与对象，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求异，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发现自己与对象、他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对立，从而对对象和对他人的审美评价作出自己的独特判断和评价。审美求异活动过程是一种比较、分析、综合的探究过程，常伴随着怀疑、否定、逆反等心理活动，并引发出审美求新、求变、求奇、斥异等审美心态，是事物差异性、矛盾性在审美心理上的反应。它既具有把握对象特殊性、个别性以及事物相互关系的认识功能，又能在对比中引起主体的自我意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还可以提高审美鉴别力和激发创新意识。


审美好奇
 （curiosity）　审美中追求陌生、奇特现象以满足精神需求的心理态势。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认为好奇心是人的本能，是策动人的行为指向一定目标的内驱力。审美好奇的客观基础是对象的陌生性、独特性、奇异性，生理机制是新奇对象对人的强刺激在大脑皮层所唤起的新的兴奋中心，心理基础是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冲动，向往奇特的自己所未遇、未知的事物并加以注视、探索究竟的欲望，目的是求得新的刺激、新的知识和惊奇、怪异的审美体验。具有不同审美经验、审美能力和审美取向的人，其好奇心的指向、内涵、强度各不相同，一般与审美经验丰富程度成反比，与审美求新求变的强度成正比。愈是囿于守旧心理的人好奇心愈弱。审美好奇是推动人寻觅、探究新奇对象、扩大审美领域和创造新奇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内在驱力，但一味追奇逐怪而不作深层次探究会使审美停留于陌生、新奇事物的表层和满足于新的感官刺激。


审美习惯
 （custom）　亦称“审美习惯心理”。审美中循着固有心理积习、惯性与已知对象同化、和谐的心理趋势。《书·太甲上》谓“习与性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习惯若自然”，都指出习惯积久成自然，构成人的不自觉的心理、行为趋势和性格特征。审美习惯是人在多次重复的审美实践中形成、巩固下来的有特定指向性的审美需要、心理习性和熟稔的反复的自动化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在审美选择、审美取向上表现为指向自己熟悉、偏爱的习惯性对象，在审美环境上表现为指向自己易于适应的习惯性环境，在审美感受、体验、评价上表现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理智、情感的表达方式，并在行为上表现出不自知的习惯性语言、动作。审美习惯有个人的、时代的、民族的、阶层的、职业的，往往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常见性，使审美心理活动常受动力定型、思维定势的支配，对习惯的对象缺少惊奇感、突兀感、困惑感，能减少心力、能量的消耗。它是审美经验积累所凝聚的习惯成自然的审美能力，当人再度面对已知的或类似的对象时，以往积淀的情感、理智便再现于当前的直觉之中，乃至唤醒沉淀于大脑中的潜意识，使人未经理智的分析，便能凭着直觉而比较轻松、迅速、自动化地把握对象的审美特性。它可以节省能量，使人以更多的精力和冗余的潜力去探究新的对象，扩大审美领域，也可以使审美创造驾轻就熟，提高创造力。但是习惯心理如果未能不断更新，也可能形成心理惯性和惰性，使人依恋习惯了的旧物，降低对生疏、未知的新事物的适应性、感受性，形成怀旧心理；如果将这种习惯心理定型化、凝固化、经常化，只求与已知旧物相和谐，回避、怀疑、拒斥新事物，就会限于原有的经验，运用陈旧的标准去判断、评价新事物，形成守旧心理，囿于固有习惯而不求创新，妨碍审美和审美创造的新颖性和创造力，乃至损害人的进取心。


审美怀旧
 （nostalgia）　亦称“审美怀旧心理”。审美中依恋、怀念已知的习惯了的旧事物的心理趋势。是社会怀旧心理的表现形态之一，在审美中是审美习惯心理的表现形态，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参见“审美习惯”。西方自卢梭以来，对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物化和焦虑的批判，使得审美怀旧成为现代人转向过去和历史，寻求永恒的精神家园的精神活动，从而使怀旧成为一个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形态的美学范畴。如卢梭对理想化的传统中“自然人”的赞美，体现出一种逃避现实、向往过去的怀旧之情。现代性使人类产生一种“主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吉登斯语），在这种状况下人往往会向历史寻求一种身份的认同，审美怀旧正是这种寻求的一种主要形式，导致人从旧物、历史中寻找个体和集体的审美记忆。这一主题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围绕《根》所形成的“寻根热”以及中国的“文化寻根”、“寻根文学”等。


审美守旧
 （conservation）　亦称“审美守旧心理”。审美中拒斥新事物，只求与已知、已习惯的旧事物相和谐的心理趋势。是社会保守、守旧心理的表现形态之一，在审美中是审美习惯心理的消极形态。参见“审美习惯”。


审美顺从
 （compliance）　亦称“审美顺应”、“审美顺从心理”。审美中顺应、依从对象、他人以求得主客体和谐的心理趋势。瑞士皮亚杰认为人面对未知的新对象、新环境时，会通过顺应作用改变自己原有心理结构的格局，建立能够适应新对象新环境的心理图式，从而使心理结构发生质变。审美顺从有两种形态：一是通过同化、顺应作用，改变自己原有的审美观念，顺从、适应对象和认同、接受对象；二是改变自己原先的审美判断，顺应、认同、接受他人的审美评价。审美顺从一般由对象的强刺激所唤起，以求得自己与对象、他人的统一和谐为基础和目的。有积极、消极之分。消极的顺从是无主见地顺从对象、他人，并且形成一种心理习性，丧失了审美的自主性、独立性。积极的顺从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把握对象的合己性和他人审美评价的合理性，并由此改组自己原有的心理结构，在认同、依从、接受对象、他人和获得新知的同时，又获得新的审美体验和形成新的审美评价，表现出尊重对象、尊重他人、尊重历史的心理态势。


审美从众
 （conformity）　亦称“审美从众心理”。审美中的选择、判断、情感、评价依从众人的心理倾向。有多种表现形态。（1）因对特定审美对象缺乏审美经验和判断能力，不由自主地依从多数人的判断、评价、爱憎，以与众人一致为旨归；（2）在社会压力强大、思想控制严酷的环境中被迫地从众，以此作为遮蔽自己独立见解的面具和避免遭到众人反对的防卫手段；（3）缺乏自信心所形成的习惯性、经常性的盲目从众，即使自己有充分的依据，也会习惯成自然地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依从众人的价值判断；（4）在审美评价、审美创造中为了取悦众人，无原则地顺应众人的审美评价和迎合众人的审美趣味，弃置了自己的审美判断、审美理想而有意识地从众。审美从众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的从众可以避免盲目自信，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在与社会、众人的合拍中获取新知。消极的从众是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独立人格、独创精神的表现，容易导致自我的丧失。


审美逆反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亦称“审美逆反心理”。审美过程中审美判断、情感、评价、对象与众人相悖的心理倾向。与审美认同、接受、共鸣等正效应相反，在价值判断、情感体验、行为动作上表现为不适、怀疑、厌烦、反感、憎恶、舍弃等生理、心理的负效应。其形态有：（1）审美对象引起的逆反。对象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他人或文艺作品表现的思想、情感、行为与欣赏者的观念、意向相悖，或对象过多空洞、抽象的说教，或作品胡编乱造、缺乏真实性，或艺术形象苍白贫乏而又过高自诩，或艺术手法陈旧、拙劣，引起欣赏者的怀疑、反感和戒备；（2）他人审美评价引起的逆反。在对人对事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中过于溢美、溢恶，引起欣赏者的反感，乃至迁怒于该人该事该作品本身，形成相反的评价；（3）不良审美环境引起的逆反。审美者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反复欣赏同一作品，引起感觉疲劳，产生厌烦情绪，或因环境纷扰，使欣赏者心绪不宁，对原先喜爱的对象也产生反感；（4）审美主体主观条件限制引起的逆反。主体因感受力、理解力薄弱而曲解对象，或因心境不佳而外扩散于对象，引起厌烦情绪。审美逆反是主客体矛盾、对立所导致的否定性的心理反应，阻碍了主体的接受、共鸣，并朝着对象所指向的相反方向发展，往往是对象所始料不及。但在艺术创作中却可以利用这种逆反心理，故意引起受众的反感，在负效应中达到预期的正面效应。


审美文饰
 （modification）　亦称“审美文饰心理”。审美中文过饰非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是在与真善美事物对比和与假恶丑事物类比中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失误以后的一种自慰、自欺的心理活动。包括对自己和对他人所从属、依附、信赖的社会、团体的文过饰非，表现为对社会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的漠视和颠倒。有这种心理的人，当他面对真善美对象时，虽已意识到自己与对象的差异、矛盾、对立，却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的优长或在假想中以对象的美自诩、自居，掩饰自己的不足与过失，或推诿于环境、条件等客观原因而原谅自己；当他面对假恶丑对象时，虽已意识到自己与对象的相似性，却有意识地寻找、夸大自己与对象的差异，或以他人也有类似的思想、行为而宽恕自己。这两者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合理性而寻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证明自己思想、行为的合理性或失误、过错的不可避免性，既用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和安宁，又为自己和自己所依附的社会、团体作辩护。审美文饰是一种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是缺乏自检、忏悔意识的表现，既损害了本真的自我，又妨碍了在审美中的自省和自新。


审美心理补偿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亦称“审美补偿心理”。通过审美和自我调节弥补心灵空缺的心理倾向。其前提是心灵有所失落、求而不得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动因是人求得心理和谐的精神需要，通过审美创造、自我调节获得非物质的精神满足。审美心理补偿有多种途径。（1）寻觅相宜的审美对象，强化刺激，通过感知、想象获得审美享受，弥补缺乏，达到心理的和谐；（2）通过审美创造，在创造物中达到自我实现，弥补心灵的缺憾；（3）弃置强刺激的对象，弱化大脑兴奋，平静情绪状态，通过生理、心理的自调自控达到暂时的平衡；四是转换对象，转移兴奋中心，以新刺激物替代原先的刺激物，获得新的审美体验，使心理由失衡达到新的和谐。有正补偿与负补偿之分。正补偿是通过同化、顺应作用，把握对象审美特性和通过审美创造，获得心灵愉悦、心理和谐的积极的补偿。负补偿是通过忘却缺失或蓄意贬低缺失物价值或虚构以往曾拥有该事物的自欺自瞒式的消极虚妄的补偿。审美心理补偿是人皆有之的心理状态和审美活动内驱力。审美、创造美是心理补偿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正补偿达到心理平衡是生命运动中面对矛盾和心理失落、失衡时的自救手段，负补偿只能得到虚幻的自我安慰。


审美心理平衡
 （psychological balance）　通过自我调节协调审美主客体矛盾和主体心理诸要素矛盾所达到的相对、暂时的统一和谐状态。精神分析美学提出“快乐原则”，认为人有通过审美克服心理不平衡的动机，而心理平衡则是快乐的基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认为人有追求心理平衡的趋向，审美反应是生理力追求平衡状态时所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的对应性经验，平衡是自我实现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审美心理平衡是审美心理结构系统通过自我调节，协调自己与对象以及自己心理诸要素之间的矛盾，以保持有序、守恒和内在和谐的心理机制。当人受到对象刺激，大脑神经系统便由抑制状态转为兴奋状态，心理活动便由平静松弛转为激烈紧张，主客体之间便因发生联系而出现了矛盾，主体知、意、情系统也由原先的相对平衡变成了不平衡或失衡，于是人便通过同化、顺应作用感知对象，协调自己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并通过生理、心理的自我调节，使心理诸要素由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从而精神愉悦，心气和平。实现心理平衡主要有两个途径和层次。（1）发现美、感受美，使心理缺失得到补偿，由心理失衡达到相对平衡；（2）通过自由创造，自我实现，获得最高层次的心理平衡。审美心理平衡的表现形态有生理运动系统的平衡，审美感知运动系统的平衡，审美理智活动与情感活动的协调，审美情感内部诸类型、诸层次之间的协调，审美意象与客体对象的对应协调，以及审美心理运动有节律发展等方面，表现了审美心理运动的有序性、节奏性、周期性和自调自控性等特征。审美心理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当感知新对象时又会发生新的不平衡，又需要通过审美感知、审美创造和自我调节达到新的动态的平衡。审美心理平衡是人的生命活动和审美中的基本的心理需要和心理趋势，其功能在于使人达到生理、心理的和谐。


审美心理失衡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审美主体心理诸要素在矛盾运动中所处的不平衡状态。它由心理的缺失感、失落感和审美心理运动中未能协调主客体的矛盾以及主体心理诸要素的矛盾所引起，产生生理的不适感和心理的困惑感、不快感，需通过审美体验、审美创造和自我调节、心理补偿使失衡达到动态的相对的平衡。参见“审美心理补偿”、“审美心理平衡”。


审美心理障碍
 （psychological block）　审美感受力、创造力受阻的心理现象。有多种形态。（1）审美生理机制障碍。是因审美感官疾患或精神恍惚引起的知觉障碍。（2）审美心理机制障碍。有因意志消沉、生命力低下引起的对审美无兴味的审美活动障碍；因知识贫乏、审美记忆稀缺引起的审美感受力、审美想象力障碍；因过于内向、自我封闭或情感脆弱引起的审美承受力障碍和与对象、他人交流的障碍；因生活经验、审美经验薄弱引起的审美创造力障碍等。（3）审美环境障碍。有因具体审美环境不良或社会环境的压抑或因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及由此而被迫反复欣赏同一对象所引起的感受力、表现力障碍。（4）审美评估障碍。有因审美理解力薄弱或因政治、经济、社会关系造成观念偏颇、思想方法偏激所引起的审美判断、审美评价的障碍。审美心理障碍的发生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是心理能力、张力受阻的结果，削弱了生命的活力、审美的创造力和生活的乐趣，需通过长期的审美实践、学习、训练和改变环境乃至心理治疗逐步克服，使人顺畅地进入审美状态。


审美心理阈限
 （psychological threshold）　审美感受对象刺激强度的限值。审美反应、接受对象有各种阈限。（1）审美知觉阈限，即生理阈限。视听感官只能接受波长为760—380毫微米的光波刺激和频率为16—20000次/秒音波的刺激，低于或高于这个阈限便不能被感官感知。（2）审美感受力阈限。对象信息量太少及其密度过低，引不起主体的注意和感觉兴奋，太多、过高则使主体应接不暇、感觉疲劳；对象新颖度过高，因其过于陌生超过主体承受能力而使主体难以接受和理解，新颖度过低则与主体审美经验完全重叠，因缺乏新刺激、新鲜感而引起审美疲劳。无论是熟知的还是新颖的对象，如果反复刺激大脑，都会因刺激频率过高而降低承受力，引起主体的厌倦和感到索然无味。（3）审美情感阈限。对象情感过于微弱或与主体情感无异质同构关系，难以引起主体的情感体验或情感移置；对象情感过于持续亢奋只会引起主体生理的应激反应。两者都限制了情感共鸣。（4）审美创造阈限。艺术形象过于怪僻缺乏真实性，思想情感偏激、表现手法雷同等，都会因超过或未及阈限而降低感染力。审美心理阈限因人因时因对象而上下升降，阈限愈大，审美效应愈低，反映了审美感受力的限值。


审美疲劳
 （aesthetic fatigue）　审美中产生的感觉疲劳、情感疲惫、精神疲乏等心理现象。它由对象、环境特性与主体生理机制、心理定势、审美需要、期待视野等的不适应、不协调所引起，包括审美感觉、知觉、情感、精神等方面的疲劳、懈怠、厌倦、反感等。感觉疲劳是因对象单调、贫乏、冗长、信息量小、缺少变化，缺乏新颖性、独特性和刺激强度，或因主体受不良环境限制，多次反复接受同一对象的同样方式、强度、频率的刺激，使大脑兴奋中心受到抑制，感受器未及或超过感觉阈限所产生的生理、心理的疲劳。情感疲惫是因对象情感淡薄、矫饰，使审美期待失去张力，未能引起主体相应的情绪反应，或因主体长时间受同一情感支配，或因环境压抑、主体心境不佳以及过于紧张、亢奋等，超过了情感的承受力，从而引起情感的衰退、萎缩，对对象情感失去相应的情绪反应和内心体验。精神疲乏是因对象内涵虚空而又对主体进行反复刺激，或因主体某种消极心理活动过久、过度以及在不良环境下心理失衡、精神抑郁所引起的心理疲沓、精神萎靡。现实美的单调、贫乏、重复，艺术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或过于虚假、繁琐、怪僻，审美环境的嘈杂、压抑以及主体的不良心态，都可能降低、窒息人的审美感受力和审美意趣，使人兴味索然，乃至对审美活动本身产生厌倦，从而降低、阻遏了人的生命活力。审美疲劳是一种消极的审美心理现象，阻碍了人的审美活动，抑制了人的审美感受力、创造力，需通过改变环境，感受新的审美对象，新的刺激和主体心理、精神的自我调节，逐渐克服、消除。


审美自我调节
 （self-adjustment）　通过审美、创造美活动自我协调心理冲突，使之由失衡转向平衡的心理功能、过程和精神需求。瑞士皮亚杰提出“自我调节”的理论，认为有机体有通过同化、顺应作用，应对外界刺激、适应环境，使生理、心理达到相对平衡的自我调节功能。审美创造美活动中的自我调节有两种形态：（1）主体在生活境遇中产生失落感、抑郁感或过度兴奋、身心疲劳时，通过审美、创造美活动，转换注意方向，转移大脑兴奋中心，使人在获得美感、闲适感或成就感的过程中，让失调、失衡的心理得到调节；（2）在审美创造美的认知活动、情感活动过程中，当发生过度冲动或过度压抑等心理失调时，通过理智、意志的自我控制或通过转移对象，协调自我与对象、他人、环境的矛盾以及自我内心冲突，使心理由受外界刺激造成的不平衡达到新的相对平衡。在这两种心理调节的过程中，人的生理状态也随之作出自动调节，使生理各部位由失衡达到平衡。审美自我调节是健全人格、健全心理能力的表现，是人保持身心健康、心理和谐、精神愉悦和保持旺盛生命力、审美创造力的心理功能和精神需求，同时还是心理治疗的方法。


审美自我表现
 （self-presentation）　审美创造、审美评价中注重表现自我思想情感的心理倾向和实践行为。中国古代的“言志”说、“缘情”说、“心性”说、“性灵”说等已含有肯定自我表现的因素。清石涛的“我之有我，自有我在”，“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和王国维的“有我之境”说更接近于艺术自我表现的本义。德国费希特较早提出了“自我哲学”的命题，认为自我是独立无依的唯一的实在，客体是由自我设定的；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进一步提出艺术的本质、目的就在于表现艺术家超越一切的自我，都有将审美创造、艺术创作中的自我和自我表现加以绝对化的倾向。1873年，法国魏朗在《美学》中提出“表现说”，把艺术界定为情感的表现，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表现艺术家自我情感的深广度。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表现主义”艺术流派和“表现主义美学”以及当代中外许多美学流派，都主张美是主体思想、情感的外化或直觉的表现，艺术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应着力表现艺术家的心灵真实和深沉的潜意识，认为完美的自我表现就是美，就是艺术。在这种美学思想指引下，产生了许多迥异于传统艺术的优秀作品，但也出现了将自我孤立化，将自我表现绝对化的偏颇。审美自我表现是主体心灵的外化，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必然性的需求、欲望，表现了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的确立。在审美创造、审美评价中表现自我的思想、情感、愿望、直觉、幻想、想象、潜意识乃至张扬自我，并在表现自我中与他人交流，让他人了解自己的人格、气质、才能、意愿，是自我表现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它有自觉与非自觉、直接与间接之分。自觉的自我表现是在审美创造、审美评价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展现自我。非自觉的自我表现是自我无目的的无意间的自然流露。直接的自我表现是直接、直露地明确地表现自我乃至张扬自我。间接的自我表现是将自我隐藏在他的创造物之中，隐晦曲折地表现自我。在审美创造和审美评价中表现自我是自我意识的结果和自我实现的方式之一，也是艺术创作和审美评价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任何艺术创作、审美评价中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自我表现。表现性艺术是创作主体自我的自觉的直接的表现。再现性艺术则以形象系列体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反映生活与表现自我是矛盾的统一，其结合点是在自我把握生活真谛和真实反映生活中表现自己的审美态度、思想、情感，又在自我表现中折射出自我对生活的真知灼见。这种自我应是融汇于现实人生、真切感知人生的自我，是现实人生在个体生命中的凝聚。游离现实人生的自我和自我表现只有个体性而缺乏社会现实人生的普遍性。


审美自我实现
 （self-realization）　在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中实现自己目的、理想、才能的精神追求。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言志”说、“缘情”说、“比德”说、“畅神”说、“兴寄”说、“性灵”说等学说中，在肯定审美、艺术寄托、表现自我思想、情感的同时，已含有自我实现的思想因素。德国康德认为人可以通过合乎道德律的行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认为人可以在实践改造的对象中复现自己，英国格林认为主体在行为动机中力图实现自己的目标是人的灵魂的一种实现方式。西方现代美学中的“移情”说、“表现”说等，都为自我实现的理论作了前期的准备。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较早明确提出“自我实现”的命题，认为人有生存、安全、归属、尊重、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自我实现则是人的最高需要；人在各种创造活动和审美创造美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天赋、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从而得到最大的快乐和促成人格的自我完善，实现个体最高的价值。审美自我实现是人在创造中达到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式。有两个层次：（1）从特定审美对象中发现与自己相通的和自己所向往的美的境界，从对对象的审美感知、体验、认同和移情中实现自我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2）在自己创造的美和艺术中展现自己的气质、个性、潜能和实现自己的动机、目的、理想、愿望。自我实现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要求和自我意识的高级形态，是人审美创造美的动机、目的和内驱力。它既受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对象的制约，又受主体审美经验、审美价值观和审美创造美能力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和具有不同审美观念、审美创造美能力的人，自我实现的内涵和程度具有差异性。当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实践创造同人类发展趋势、美的规律相一致时，在审美创造美中的自我实现才有可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反之则仅是实现个人的某种目的、需要，并有可能与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需要、趋势相背反。


审美自我扩张
 （self-expansion）　审美主体自我智力、情感、意志向外发散、扩展的心理趋势。德国尼采认为生命的目的在于扩张自我，而生命力的扩展就是创造和超越，美和艺术就是人的生命力的外化和自我肯定。审美创造美中的自我扩张是这种生命力向外扩展的表现形态之一。人在审美创造美中和在社会交往中一样，不会满足于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的状态，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扩散自己的智力、才能、意志，张扬自己的思想、情感、情绪，并通过审美判断、语言、行为和创造物来表现自我，既反作用于审美对象，又影响他人和社会。智力扩张表现为将自己的审美直觉、想象、判断、理解、评价外射于对象、改造对象，使审美对象渗进了自己的理智内容，并藉此与他人发生理智的交流。情感扩张既表现为将自己的情感、情绪弥散、移置于对象，使审美对象染上自己的情感色彩，乃至达到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又将自己的情感、情绪弥散于他人，同他人产生情感的交流和碰撞。意志扩张表现为将自己的生命意志扩散于对象，使对象成为自我意志的载体，或通过自己的意志行为进行创造性活动，通过创造物展露自己的意愿、意志，并与他人展开思想、意志的交流。审美自我扩张是人的本能欲求和旺盛生命力的外溢、外化，是人的潜力、创造力外化的表现。自我扩张有积极、消极之分。消极的自我扩张是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对象的特征和他人的需要、社会的规范，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思路、情感、意志强加于对象，强施于他人、社会，引起自我与对象的分裂，与他人的隔阂，乃至与社会的对立，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自我膨胀式的自我扩张。积极的自我扩张是在尊重对象特性、尊重客观规律和尊重他人、依循社会规范基础上的扩张自我，是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理解与创造、借鉴与超越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本质在于通过认识、创造、超越，既达到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又在自我扩张中影响他人、影响社会，以取得社会效应的最大化。主观思想、情感与客观规律相符的审美感受、审美创造、审美评价和审美教育，就是这种积极自我扩张的表现和结果。


审美自我失落
 （lost）　审美创造美中迷失主体自我的心理状态。又称“审美自我迷失”。自我作为个体的生命、灵魂和心理、意志，是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经验主体与理性主体相统一的人格，在审美创造美中既可以达到自我复现、自我实现，也可能发生自我失落、迷失乃至丧失自我。其根源与表现主要有：（1）在审美中完全被对象驱使、控制，被动地认知、承受对象而迷失了自我；（2）已知特定对象与自我格格不入，主体却既无力批判对象，又不能从中发现自己、复现自我，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导致自我失落；（3）在艺术创作中缺乏自我意识，只是纯客观地复写、模仿、反映客观世界，不能表现自我达到自我实现，导致自我迷失；（4）屈服于特定政治、文化、宗教等强权，个体自感自我无足轻重，导致在审美创造美中主体自我也被遮蔽，乃至自我沦丧。这些形态的共同特点是在审美创造美中找不到自我的生存位置、生命价值和实践活动、精神活动的意义，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在生活实践和审美创造美实践中找回自我、确立自我、实现自我，才能使审美创造美真正成为主体自我自觉自由的生命活动。


精神危机
 （spiritual crisis）　亦称“心理危机”。美学上指审美中产生的精神困惑、迷茫和消沉、颓废相混合的心理状态。表现为强烈、持久的挫折感、失落感、漂泊感、迷茫感和焦虑、烦恼、悔恨、痛苦、惊惧、颓唐等情绪；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对社会无责任，对生活无目标，对前途无信心，行为无依凭的惶惑不安，思绪错乱；在审美上则表现为审美无兴致，创造美无动力，乃至真善美颠倒，视美为丑，以丑为美，逐丑如饴，心理阴暗，精神萎靡，意志消沉，甚至引发信念危机，非昔日之所是，是昔日之所非，怀疑、否定自己原先具有合理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这种心理困境、精神萎靡一般由事先无心理准备的与自己意愿完全相背反而自己又无力扭转的社会变革、思想震荡和个人所遭遇的突发严重事件所引起。精神危机是个体生命力衰退的表现，是新旧事物交替转换时易于发生的消极心理、精神现象，并常在个体与群体、社会集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传染。除了通过社会的共同努力克服产生这种精神危机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外，个体主要是通过合规律的社会实践和合理的教育、学习、反思来加以改变，并可以通过审美活动，在真善美的熏陶中调节身心、藻雪精神、感发意志。


反思
 （reflection）　美学上指对特定审美对象、个体和人类审美活动、既成的美学观念、美学史以及自我审美意识的反观性思考。英国洛克认为反思是心灵对自身活动进行反观自照的心理活动。德国康德认为人有对事物形式进行非认知性的情感性判断能力，此能力即“反思判断力”或“审美判断力”。黑格尔认为反思是将自我当作考察对象的“后思”，是知性思维通向理性思维的桥梁。马克思主义认为反思是人在实践基础上对所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思想加工，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审美反思具有批判性、辩证性、建构性等多方面的内涵。批判性反思是思维方式内在品格中最活跃的环节，是对思想、现实进行否定性思考或追问的内在属性，所要实现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的局部的或整体的改变。辩证性反思是思维的本质属性，是在发现对立面中把握对立面的统一，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批判性与辩证性的融合形成反思的建构性，在与实践的结合中达到新理论、新观念的重构。审美反思有助于个体把握自我审美意识的活动规律，建立和建构新的审美观念，把握审美规律，从而形成稳定和统一的审美心理，并促进个体审美意识和群体审美传统的辩证发展。


自省
 （introspection）　亦称“内省”、“反省”。美学上指一种审美、创造美中的自觉的、反复的自我审视、自我解剖、自我超越的内省意识和心理活动。“内省”一词语出《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意即自我反省时无愧于心，就没有可忧愁、恐惧的。审美自省是人在感性实践活动中通过直观、反视自身而萌发的理性思维，内容包括对自身的本质秉性、人格力量、道德品质、审美判断、审美能力、存在价值等多方面的反省、确认，动因是对真善美的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观念、审美理想和自我完善的要求是自省的前提和依据。自省有个体的、群体的、民族的，是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行自我修养的内在的、自觉的、有效的途径之一，也是道德修炼的主要方法和重要环节，对个体、群体道德观念、审美观念、审美创造美能力的培养、道德人格的践行起重要作用。


自恋
 （narcissism）　亦称“自我陶醉”。美学上指人在审美中对自己的身体、品质、能力给予过高的评价而产生的自我陶醉、自我爱恋的情绪。“自恋”一语最早出自希腊神话。奥地利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认为自恋是自身力比多向自我的投注，有原发性自恋和继发性自恋。原发性自恋被假定为每个人都有的自恋，而继发性自恋是指个人对其他对象的爱恋受到挫折时，由爱恋他人转为爱恋自己，常陶醉于自我想象之中，爱他人是因他人是从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过度的审美自恋往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异常，如排斥异己，自我膨胀，幻想成功，炫耀自身优势，喜欢他人对自己的赞誉，表现为极端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专注等。自恋者有多种表现：注意力高度集中于自身；妄自尊大；移情时对对象的高估；亲密关系的难建。极度的自恋是自信、自尊的无限扩大，是一种自我异化，使审美体验、审美创造局限于自我扩张，但适度的自恋经过适当的控制和引导，可导致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自卑
 （self-contempt）　美学上指因审美对象的高尚或他人审美创造的成功而唤起的自我否定、贬抑的消极的自我意识。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最初由婴幼儿期的无能状态和对他人的依赖引起，后因生理、心理的障碍而加重。审美自卑表现为轻视自己，低估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缺点而引起己不如人的情绪体验。主体可通过不断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进行自我评价的调整和改善，增强自信心，对自己的不足有所补偿，克服自己处于劣势时的紧张情绪和受挫心理，进入良好的心理状态并产生一种良性循环。具体有面对审美对象时产生的自卑；对自身审美能力、审美创造力的自卑；群体审美文化心理自卑等。


自惭
 （self-ashamed）　美学上指审美中产生的惭愧、惭悔的自我意识。是由特定审美对象的美、崇高或他人的成功所引起的自愧不如的自我意识。中国古代“自惭形秽”一词，源自《世说新语·容止》：“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个体在审美、创造美和日常生活中将消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道德缺陷、能力不足而产生的暂时或长久的痛苦体验，是个体运用内化于心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价值目标而对所处情境和整体自我进行评价后所产生的惭愧、惭悔的情绪和感受。它意味着以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和审美对象来审视自己，表现的是一种羞愧的镜像自我。消极的自惭可能使人消沉、颓废。积极的自惭可以使个体从主体的立场独立出来观察并评价自我，以求获得自我的存在价值并进而发展自我，让自我在与更高标准的参照物的比较下产生一种不满足心理，从而激发奋起向上的原动力，对于审美、创造美和对个体、人类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


忏悔
 （confession；repentance）　美学上指审美中对自我内心、言行进行虔诚悔悟、自责的心理、行为。是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判断的一种形态。“忏悔”一词源于宗教，指信徒悔悟、袒露自身思想、道德、言行的过错以求神的宽恕、保佑并悔过自新。审美中的忏悔意识是由特定审美对象所唤起的自我意识和愧疚、悔恨、自责、自新的心理、意识，以主体具有求真向善爱美的自觉性和道德上完善自我的意愿为心理基础。高尚、美好的对象使主体在与对象的对比中，意识到自己与对象的差异、对立，从而悔悟、自责自己的某些失误、过错和无价值。丑恶的对象也可能使主体在与对象的类比中，意识到自己与对象的类同，从而悔悟、自责自己的过错和无价值。这种忏悔意识体现在艺术创造中，是通过表现人物或艺术家自己的忏悔、自责，展现人的忏悔心理和自新要求，给人以警示和启迪。忏悔既可使自己获得心灵的解脱，又可推动人悔过自新，努力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


 美感


美感
 （aesthetic perception）　主体在对美的主观感受、体验、理解、评价中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又称“审美感受”。与“丑感”相对。中国古代称“乐”，《乐记》：“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审美所获得的情感快乐。南朝宋宗炳称“畅神”，指审美中人的精神畅达、舒畅。西方美学史有时又称“快感”。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它是具有特殊天赋的“天才”在迷狂状态中对于“理念”的回忆所产生的快感、欣喜。德国莱布尼茨认为它是一种混乱的、感性的、不能充分说明的感觉，是无数微小感觉的集合体。英国博克认为它是对于客观事物美的感性直觉所引起的爱的情感，与理智、意志无关，只能通过感官机械地反映事物外在形态的美。德国康德认为它是纯主观的自由的愉快，不夹杂任何利害感，在纯粹的具有普遍性的不借助概念的鉴赏判断中得到。以上诸说都肯定了美感的愉悦性。美感是人在审美实践中将对象人化，从自己改造的对象中发现、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后所激起的肯定性评价和情感愉悦。无论是对自然美、社会美还是对艺术美的美感，其实质都是对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它是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经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一系列复杂心理活动中实现的。其物质基础是人所发现、创造的具有物质性、形象性的美的存在。有了这种美的存在，才有人的审美感知和美感。审美对象的丰富性、变易性制约着美感的丰富性、发展性；审美对象的不同性质引起优美感、壮美感、崇高感、悲感、喜感、幽默感等不同类型的美感。其生理基础是人的审美感官的感受力和大脑的效应机能，是对象审美特性同人的生理功能、需要相适应。其心理条件是人的精神需求，人已有的审美意识、经验、能力和特定心境、审美态度。其产生、发展和方面、方向、性质、程度受对象特性和主体审美实践经验、审美意识的制约。其形成过程为：对对象具体形象形态的感性直觉，产生快适感、愉悦感；在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经验基础上展开联想、想象、判断和情感、情绪等形象思维活动，把握对象特性及其相互联系，激起审美的自我意识，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使审美感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具有丰富的主体内容，并反作用于美，增进美。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结果，是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其特征主要有：（1）形象直觉性与理智性的统一。它从对形象的感性直觉开始，并在整个审美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形象的直觉，在直觉阶段即已产生初级的美感或审美快感；当经过理智的思维，对事物的内容美、形式美及其统一达到理性认识后，便渗入深刻的理性内容。（2）生理快适性与社会情感性的统一。在审美的直觉、理智阶段，都伴随生理的快适感，当审美进行理性分析，激起自我意识、社会意识以后，美感便由生理性的快适感发展为喜悦、同情、爱、共鸣等具有特定社会内容的情感、情绪，达到知、意、情的统一，并以社会情感为网结点，沟通美感中的各种心理内容、心理形式。（3）非自觉性与自觉性、个人主观非功利性与社会客观功利性的统一。个人审美经常是非自觉的，不带实用功利目的，使美感呈现为非自觉的，无功利判断的状态；但由于人有自觉的审美需求，在审美中总是受到社会的功利感、道德感的制约，总是以对象的有益无害为出发点，有时还或隐或显地带有求知、求美、探知对象对人的价值等广义的功利要求，使美感客观上具有了广义的功利的内容。（4）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固性与变易性的统一。人面对具有鲜明性的对象，而人对对象的审美感知又有明确目的性，使审美具有指向性，美感具有确定性，并固定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中，形成具有特定规定性的美感；复杂的、变易的、模糊的对象常使美感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即使对象确定，如果主体的认识发生变化，也会使美感处于动态的变易之中，乃至模糊不定。（5）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统一。人的审美意识受到各种社会观念的制约，不同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组合方式不同，审美观念、趣味、能力存在着差异乃至对立，从而使美感具有相对性和时代、民族、阶级、个体的差异性；同时对象的美具有共通性，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以及人的审美观念、趣味、能力又有共同性，又使不同人对同一对象产生共同的美感，从而使美感有同有异，并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获得美感是人进行审美创造美的目的，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需求。情感体验和愉悦是美感的最基本的特征，它可使人获得精神的满足，调节人的生理、心理，净化人的心灵，促成人的意志行为，激励人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现实、改造自己、创造美，使自己的生活更美。美学界对美感有不同见解，主要有：（1）是主观移情、内模仿的结果，是纯主观的心理活动，或是客体的性质符合主观的需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2）是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它只能认识、感受美，而不能改变美。（3）是自然人化、感官人化的结果，是人类在实践中与美的自由形式同构对应所产生的一种自由感受。（4）是由事物形式的感觉所激起的快感、愉悦感，与内容无关。（5）是一种超越感觉的情感愉悦。


美感经验
 　即“审美经验”。


美感个体性
 （individu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的个人特殊性。审美是人类的也是个体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个人的审美实践、审美领域、审美选择、审美体验以及审美创造，既受时代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又有个人的能动性、自主性、独特性。个体审美环境、审美需求、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以及审美趣味的差异，构成每个个人美感的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年龄、不同环境、不同情绪状态以及在不同文化艺术素养条件下，对同一对象也会发生美感的变化。美感个体性是审美、美感主体性的表现形态，是美感社会性、群体性的一个基本单元，也是构成审美创造美个性特征的前提。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审美个体，其美感的个人独特性是审美意象创造和艺术创造、艺术风格个性特征的心理基础。


美感相对性
 （relativ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主体对事物审美特性的感受、体验、评价随条件、时间、地点和审美需要、能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先秦庄子提出的“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汉代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晋代葛洪提出的“见美而后悟丑”，都指出了美丑的相对性与美感相对性。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认为美的相对性决定了美感的相对性。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绝对的美，现实世界和艺术的美是相对的美，人对现实、艺术的美感也是相对的。英国休谟认为审美情感依存于人心的特殊构造，美和美感都是相对的没有质的规定性的，陷入了相对主义。美感相对性的产生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大千世界的美是无限的，发展的，展现在人面前的只是一部分，客观的限制使人们认识、感受到的美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人的生活实践、审美实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使人同现实的审美关系以及人对美的认识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部性、限定性；同时，每个个体审美的角度、深广度不同和审美经验、能力的变化，也导致了美感的相对性。它表现于对美的内容和形式的把握；表现于不同或同一时代、民族、阶级的人们之间，以及同一个人的不同年龄、教养、经验之中。人不可能穷尽世界的美，美感总是具有相对真理性、有限性，但人的生命、潜能是无限的。人通过实践、学习、探索和发挥审美能动性，可以更自觉、更充分、全面、深入地把握美的特征和美的规律，能逐渐由相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


美感差异性
 （difference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同一或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乃至同一个人对于同一审美对象产生的不同的或对立的审美感受、审美评价。有时表现为量的差异，如美感程度上的有无、强弱、深浅或角度上的偏与全；有时表现为质的差异，如美感内容、性质上的肯定与否定，接受与反感的对立乃至斗争。中国先秦孔子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汉代《淮南子》认为美感差异性是由于审美主体所“载”的情绪不同，“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感差异性由人感知的对象不同所引起。法国笛卡儿认为人的观念回忆和判断存在着差异，形成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美感。英国休谟认为人天生的心灵不同，因而不同的人感觉到不同的美，每个人只应默认自己的感觉，而不应要求去支配旁人的感觉。法国狄德罗认为人的知识、经验、职业、性格、情绪、判断力、审美角度等都存在差异，并处于变迁之中，美感也就不同。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不同阶级和不同教养的人对于人体美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审美评价。以上诸说都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美感差异性具有普遍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各种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观念、需要、能力的差异性。不同的人在不同实践中同对象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关系，使人在实践中所发现、认识和创造的美具有不同的特质，对象呈现于人面前的角度、外貌、内容也具有多样性、变易性，引起人不同的审美感受；由于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从事着不同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文化教养，形成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及审美经验、观点、情趣、标准、能力，对同一审美对象便产生不同甚至对立的审美感受、判断、评价；同一时代、民族、阶级的人，甚至同一个人，由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生活经历、性别、职业、教养、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环境、心境、年龄的变化，也会形成不同的审美经验、需要、能力，对同一对象产生不同或对立的审美感受。美感的差异性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恒久性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多样性、个体独特性。即使对同一对象的美感在本质、方向、方面总体一致的前提下，也会有个体的感受、体验、评价和再创造的差异与发展、变易。美感差异性是个体美感和群体美感的基本特性之一，正确认识这种差异性的根源和表现，对于把握美感的性质、特征，对于创造多样性的美和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对于正确对待历时的和共时的审美观之间的矛盾、斗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美感共同性
 （common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不同或同一时代、民族、阶级的人对于同一审美对象所产生的某些相通、相似、相同的审美感受、审美评价。有时表现为度量上的相近、相似、相同，如不同人在美感程度上的有无、强弱、深浅或角度上有共同之处；有时表现为质的相近、相似、相同，如不同人在美感内容、性质上的肯定与否定，接受与排斥上的彼此相通，乃至共鸣。中国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相同，“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英国休谟也认为由于人性、心理构造相同，所以人的审美情趣也有普遍性的褒贬原则。博克认为人的感官、感觉方式相同，快感、美感也相同。德国康德认为人人生而俱有共同的“感觉力”、“心意状态”，有“先验的共通感”，因而审美判断具有“普遍有效性”。他们都将美感的共同性归结为先验的普遍的人性或共同的主观感觉力，未能揭示出美感共同性的最终根源。美感共同性的产生是客体与主体两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客体方面，由于美是人的创造所赋予事物的特性，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人类共同发现、共同创造的社会性的存在。当人的本质一旦凝聚于客观事物之中，便成了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成为人们共同的审美对象，具有了客观性、普遍性、继承性和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并和人的审美生理结构、人的感受性以及人的心理结构相适应，有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引起某些共同的审美感受、审美评价。主体方面，由于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审践需要、审践经验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共同性，形成了人性、人的本质、能力的某些共同性，使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审美需要、经验、观点、能力形成某些历时的继承性和共时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较为普遍、显著地表现在同一时代、民族、阶级的人们之间，也表现在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们之间，乃至对立阶级的人们之间。当他们有着共同的实践要求、实践经验，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方面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需要、愿望，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审美需要、审美标准时，他们对于同一审美对象，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可能产生某些相近或相同的美感。美感的共同性最终由美的普遍性和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精神需要的共同性决定，反映了人性、人的审美意识的某些一致性。这种共同性、一致性不是绝对的、完全的相同，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包含着矛盾、差异的相对的局部的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同与异的矛盾统一。承认和正确认识美感的共同性，对于认识美感的性质，创造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美和艺术，正确对待各个时代、民族、阶级的人所创造的美，充分发挥美的社会功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美感阶级性
 （class difference in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所具有的渗透、体现阶级意识的属性。是阶级社会中所特有的美感的一种性质。19世纪中叶，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不同阶级、不同教养的人如贵族、商人、农民对人体美有全然不同的审美要求、审美感受，肯定了在特定领域的审美中的美感阶级性。在阶级斗争异常剧烈、阶级对立意识异常浓烈的年代里，人们往往较注重美感的阶级差异性乃至对立性。现代西方许多美学流派都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感”说和克罗齐的“直觉”说，完全否定美感的阶级性。美感阶级性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由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各阶级的社会实践、经济地位以及阶级意识所决定。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阶级利益、社会需要，形成各自的阶级意识和不同的思想、情感，形成不同的审美观念、标准、理想，对审美对象的美感、审美评价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尤其当人们在审美中关注对象的社会、政治、伦理内容，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欣赏对本阶级有利、符合本阶级观念的审美对象，排斥与本阶级相对立的审美对象，从而在美感中渗透了阶级的意识。美感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对于具有鲜明阶级内容的社会美、艺术美的审美之中，体现了人的审美意识的阶级性。它并不截然排斥美感的共同性。在一定条件下，对同一审美对象特别是本身不带有鲜明阶级内容的对象如自然美、形式美的美感中，会有某些共同性。美感阶级性是美感差异性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制约着人的审美选择、感受和评价，影响着阶级社会中人对美的内容的创造，尤其是对艺术的政治、伦理内容的表现。但将美感阶级性绝对化、普泛化，会导致既将审美、美感褊狭化，又损害美的创造和发展。


美感两重性
 （du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所具有的个人主观直觉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矛盾统一的属性。俄国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一书中指出：“美的欣赏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直觉性”，功利“是美的欣赏的基础”。中国鲁迅在《〈艺术论〉序言》中也提出同样观点。1956年，李泽厚在《论美感、美和艺术》中提出“美感的矛盾两重性”的概念，1978年在《形象思维续谈》中又加以发挥。认为经常呈现于个人美感的形式直觉中不包含实用的、功利的、道德的种种自觉的逻辑思考，但其中又沉淀、潜伏着社会功利的、理智的逻辑基础，包含着人对社会生活、特定对象审美特质的了解和认识，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功利的内容。美感是个人的主观的非功利性与社会的客观的功利性的矛盾统一体。主观直觉性是其表现形式、外貌、现象，客观功利性是其存在实质、基础、内容。他强调“美感的矛盾两重性”是美学的基本矛盾，是认识美感、形象思维、艺术的特征及美感与科学、逻辑思维的一致性和区别的基础。中国美学界对这种观点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审美、美感不具功利性；有的认为具有功利性，即使个人的审美、美感也并不都处于非自觉性而没有功利的考虑。


美感变易性
 （variability in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随着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审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性质。有人类、群体美感变易性和个体美感变易性。美感是一种动态的心理反应。随着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发展，文化传统的变易，人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进化，人们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时尚的变化，不同时代、民族的人对同一对象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价，表现出人类、群体美感的变易和差异，并在总体趋势上表现出人类、群体审美创造美能力的进化、发展。个体美感的变易性首先取决于审美、美感的随机性，随着审美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还取决于审美主体、个体的审美观念、审美需要、审美能力的发展而变化。同一个体在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艺术素养以及不同审美环境、情绪状态等主客观条件下，对同一对象也会发生美感的变化，并在总体趋势上表现出个体审美创造美能力的进化、发展。美感的变易性具有必然性，它反映了人类、个体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和审美创造力的变化、发展。


感同身受
 （empathy）　美学上指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同感、同情的审美感受。《乐记》的“心物感应”、“以类相动”说，南朝宋宗炳的“应目会心”说，近代王国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说，美国马斯洛的审美中的“高峰体验”说等，都揭示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融相契、同感、同情的特征。感同身受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是主体在审美实践中由对象的触发引起自我意识，发现对象与自己在思想、情感上具有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的关系，从而唤起主体认同、移情于对象，仿佛自己与对象已融合为一乃至以对象自居。它主要表现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艺术家在观察、体验生活时，同现实生活中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发生心灵感应、灵魂沟通、心心相印，既同情对象，又引起自我意识，认同、表同于对象，与对象同命运、共呼吸，仿佛对象的命运、感受就是自己的命运、感受，从而激起创作冲动。在艺术欣赏中，欣赏者全身心介入对象，既接受、领悟人物的命运、思想、情感，被对象深深打动，又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愿望移置于对象，在我与非我之间相融相契，仿佛自己与对象有同样的命运和感受、体验，达到忘我的境界。感同身受既有直觉性，又有理智性、情感性；既有受动性，又有主动性、创造性；既有假设性、朦胧性，又有真实性、清晰性。是审美心理活动的高级状态和美感的极致。


美感极致
 （bliss）　美学上指审美中所获得的最强烈的高峰体验和最欢快的审美感受。中国先秦孔子的“尽善尽美”、“闻《韶》三月不知肉香”说，庄子的“至美至乐”说，南朝宋宗炳的“畅神”说，德国黑格尔的人在自我创造的对象中“复现自己”说，美国马斯洛的人在审美中达到“自我实现”说等，都论述或描绘了美感极致的特征和根源。它是人在审美中发现对象与自己的审美需要完全吻合和审美感受力、创造力高度发挥时发生的一种强烈美感。其表现形态是在审美中摆脱了直接的功利目的和纯客观的理智分析，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生命体验完全与对象融合为一，产生一种物我两忘、明静澄澈的强烈感受和幸福自由、通体愉悦而不可名状、不能自已的情感体验。它一般经历了把握对象意蕴、形式合己性的感悟，介入对象、感同身受的共鸣，心灵、人格得以净化，忘却尘世困扰、人生烦恼的超越和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的延宕这五个环环相扣又相互渗透的环节，从而达到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强烈的审美体验。它既使人沉浸在高度的喜悦、兴奋之中，又驱使人进入审美的再创造，激发人的灵感，提高人的审美创造力。


共鸣
 （sympathy）　美学上指审美中主体与客体的思想、情感契合相通或达到某种一致性而引起同感、同情的心理现象。原是物理学、声学术语，指一组声波频率相同的共振器中，一物振动引起它物随之振动，发生共鸣现象。中国古代美学中已注意到共鸣问题，如汉代董仲舒用“物以类应”、“气同则会”、“声比则应”解释审美共鸣；后来美学中说的“心心相印”、“感同身受”、“情意相投”、“物我同一”都是指共鸣。在外国美学中，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较早将共鸣现象用于人的心理，认为心理和谐与外物和谐同声相应便产生共鸣和美感；英国休谟用人类共有的“同情心”来解释共鸣；德国康德认为人们之间的“先验的共通感”是共鸣的基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认为审美心理的力和场同外物物理的力和场有同形同构关系便引起共鸣；瑞士荣格认为人们从艺术表现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中唤醒自己心中固有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便发生顿悟和共鸣。以上诸说都指出了共鸣是主客体思想、情感上的契合一致，是一种肯定性的审美体验。审美共鸣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其客观条件是对象情志具有震撼心灵的感染力量，开放性地外扩散给审美者，与审美者的情志具有类似性，或有同形同构关系，适应审美者的精神需要、情感情趣，表现出它的客观制约性、特定指向性和情感渗透力。主观条件是主体需有健全的审美感官和大脑，与对象面临着类似的社会矛盾，有相似的实践经验、审美经验、生活处境，有相通的思想、情感、情绪和相应的审美能力，对对象产生肯定的评估、态度等。审美共鸣的过程是认识过程与情感过程、意志过程的统一。主体在审美中介入对象，产生自我意识，理解、接受、认可对象，通过联想、想象沟通物我的联系，缩短、消弭心理距离，认同、表同于对象，或展开移情活动，将自己的情感外扩散于对象，从对象中发现、印证、实现自己，从而达到心心相印、物我统一的境界。审美共鸣并非主客体完全同一，而是具有多种形态：有时主客体的处境、情志高度一致，发生全身心的共鸣，达到物我两忘的高峰体验；有时则是有选择地撷取对象的一端，在某些方面发生局部的共鸣；有时主体将对象的特定情志加以类型化、抽象化、普遍化，忽视其不同己的内容，而在某些情感、情绪的类型上发生共鸣。共鸣是艺术创作和审美追求的效果，是美感的极致，也是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逆反
 （opposite）　美学上指审美者对审美对象的思想、情感、立意、指向和着意渲染的重点产生与之相反的审美感受、评价。与顺受、共鸣相对。古希腊柏拉图认为不美而“自以为美”的人引起人讪笑，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当丑“自炫其美”时令人感到滑稽，这些都是主体逆反心理所引起逆反反应。逆反的形态有两种：一是对象自我否定或对象的创造者对之否定，而欣赏者却产生肯定评价，激起积极的情绪反应；一是对象自我肯定或对象的创造者对之肯定，而欣赏者却产生否定评价，激起消极的情绪反应。两者在性质上都在主客体的矛盾中体现了审美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主动性、能动性。在逆反的程度上，有的是对对象的自肯定方面持全面否定、排斥的态度，产生整体逆反，或在主导方面逆反；有的是在接受中有排斥，或在排斥中有接受，产生局部性逆反；有的是轻度逆反，在理智上不以为然，在情感上不满意；有的是强烈逆反，表现为反感、嫌弃、厌恶、鄙夷。在过程上可历时性或共时性地由顺应转为逆反，又可由逆反转为顺受。逆反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性质、程度上可以发展、变化。逆反反应的产生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环境诱导因素三方面的原因。客观因素是对象具有不合理性或异己性，与欣赏者的审美情趣、意向相背。如艺术作品中的说教、不真实、造作、平淡、无章法等。主观因素是主体的特定心理状态、能力与对象不适应。如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感受力与对象相左，主体的特定心境与对象不协调等。环境诱导因素是欣赏者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如审美主体所处的环境与对象氛围相左；为条件所迫不得不反复欣赏同一对象；文艺批评对对象过于溢美或溢恶等。在一般情况下，主体的逆反反应常与对象或对象创造者的意愿相背反，妨碍了审美对象社会效果的正常发挥，需由创造者与欣赏者双方加以协调。但在艺术创作中可以因势利导，利用逆反心理，故意对形象进行夸张性的肯定或否定，引起欣赏者的否定或肯定，以实现创作意图，强化特定的艺术效果。


丑感
 （sense of ugliness）　审美感受之一。人对丑所产生的否定性的感觉、感受和评价。与“美感”相对。在中外古代美学中，一般都把丑、丑感作为美、美感的对立面，在论述美感时论及丑感。先秦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丑）已”，美与丑、美感与丑感是相对的。法国雨果进一步认为美与丑是互藏的，美感与丑感是互见的。到19世纪中叶，丑和丑感才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现代有些美学家认为社会生活中和人的本质有美又有丑，并着力表现丑，乃至以丑为美，认为丑感也是审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丑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扭曲，对人有否定的负面的价值。丑感是对丑的内容、形式的感受、体验、评价。它具有直觉性，现实中畸形、怪异、片面的事物刺激人的感官，同人的生理机制、心理需求相背反，便引起生理上的痛感，心理上的逆反、压抑、不快、反感。丑感又有理智性，当人对丑的内容、形式进行理智分析，意识到它对人无价值，甚至有害时，便产生否定、厌恶、嫌弃的感受、评价和克服它的意志行为。丑感是人在审美实践中把握丑的本质、形态后所产生的负面的评价，既有人类的普遍性，又有个人的主观性，不同的人对丑有不同的感受，表现出量和质的差异性。它造成人们审美情感的波动、扭曲、阻塞，从反面激起人们热爱美、热爱生活的信心。由于对象中常常美丑交错，相互转化，所以丑感也常与美感交织，并向对立方面转换。艺术表现丑常既唤起丑感，又可能激起美感。对象丑的内容、形式使人反感，产生丑感，但艺术家对丑加以典型化，揭示丑的本质，体现了审美的理想，这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又可使人产生美感。艺术中表现的丑只有当其能激发人们否定丑，追求美，热爱美的情感时，才能在对立中达到统一，转化为艺术美和美的感受。丑感使人回避、嫌弃丑，又可以给人以启示，激励人去克服丑、创造美。


优美感
 （sense of gracefulness）　亦称“秀美感”。审美主体对优美的对象所产生的一种柔和舒适的审美感受。与“壮美感”、“崇高感”相对。审美感受之一。德国里普斯认为优美感是不包含分歧、疑惑、争执的自由、柔和的感觉、感受。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优美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英国李斯托威尔认为优美感是一种不费力、无冲突、无痛苦、无混杂的纯粹的喜悦。中国王国维认为忘却对象与人的利害关系，以“宁静”的心去观赏而玩之不厌的即“优美之感情”。朱光潜认为感觉优美时的心境是单纯的，始终一致的，立刻让人觉得愉快。他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优美感的特征。优美感是主体和客体自由和谐关系的体现，基本特征是轻松感、亲近感、柔和感、愉悦感以及信赖、憧憬和爱慕等心理、情感反应，是种自由和谐、从容不迫的顺受形式，给人以乐于接受的幸福的享乐感。优美感的源泉是自然物、社会物、艺术形象等对象纤巧、雅致、秀婉、柔和的美；生理基础是对象优美的审美特性同人的审美感官的感受力、呼吸、脉搏的节律相协调；心理基础是主体具有相应的审美能力、美好的心灵和平和、淡雅、超脱的心境。优美感使人心情舒畅、自由和谐，处于良好的心境之中，起增力作用，推动人进行美的创造。


崇高感
 （sense of sublimity）　人对崇高事物的慑服、敬仰、赞叹相混合的审美感受。与“优美感”相对。审美感受之一。古罗马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认为崇高感是对于真正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肃然起敬畏之情”。德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崇高感是“绝对大”的事物先引起人的恐怖感，继而产生一种超越任何感官尺度的“心意能力”和抗拒恐怖的能力，产生包含恐惧感、痛感和优越感、自豪感、快感的崇高感，是人“对于自己本身使命的崇敬”。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自然界的崇高给予我们的印象是畏惧、崇敬，并唤起我们的自豪心、自尊心，使我们想到人是多么强大而为之振奋。中国将崇高称做“大”。孔子所说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孟子说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指人的精神、业绩的辉煌、伟大，崇高感是对伟大的人和事的崇敬、景仰。朱光潜认为在面对着崇高事物时，我们第一步因物的伟大而见出自己的渺小，带有几分痛感，第二步因物的伟大而有意无意地幻觉到自己的伟大，产生欣喜的崇高感。崇高感以人在审美中所感知的对象的崇高、伟大为源泉，以对崇高、伟大的感受力、理解力、想象力为主观条件。庞大、巨力以至无限的自然物，具有崇高精神力量的社会物、艺术形象都可以激起人的崇高感。对于自然物的崇高感往往先有突兀感、惊惧感、震撼感，后有崇敬感、愉悦感，只有当异己的自然物在人的实践中被人的理性所把握，使人在想象中意识到自己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对象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了人超越对象又超越自身的巨大威力，它才能唤起人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的实质是对人的生命力、对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叹服和自信。社会物、艺术形象的崇高本身就是人的创造，它以超越世俗的伟大心灵、非凡壮举、辉煌业绩将人性提高到伟大、神圣的境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完美的显现。它唤起的崇高感不含惊惧感，而是庄严感、惊叹感、敬仰感、欣喜感和自豪感。在崇高感中包含着美感，它是美感的更高阶段。崇高感既可以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产生归属感和重新塑造自己以同化于对象的要求，更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使人感奋、自信、自尊、自豪，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悲感
 （sense of the tragic）　亦称“悲剧感”。审美感受之一。由悲剧性审美对象所引起的伤感、悲哀、悲痛的情绪体验。有抑郁、忧愁、悲哀、悲伤、沉痛等不同层次。与“喜感”相对。审美对象的悲剧性是唤起悲感的主要契机，同情心是它的心理根源。由于悲剧性的本质在于假、丑、恶压倒真、美、善，使真、美、善事物遭到失败或毁灭，因而悲感的基本趋向是同情、怜悯、悲哀。但是由于悲剧性事物中的丑恶势力引起审美主体的强烈反感，激发起人们与之斗争的决心，而悲剧性英雄人物的斗争、牺牲，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出的崇高品质，揭示了美必将战胜丑的历史趋势，促使人们对胜利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因而在悲痛、怜悯、同情、崇敬中又伴随着精神上的震撼、满足和愉悦。审美中的悲感与日常生活中的悲感有共同之处，它们都因对象的不幸与主观的需要、愿望相背反，都伴随着同情、悲悯乃至恐惧感，并都以饮泣、啼哭等为外在表征。但审美中的悲感一般不带直接的功利性质，不陷于单纯的悲哀、恐惧和悲观、逃避，而是在对对象理性把握的基础上，既有精神情绪上的同情、悲怆、又伴随着审美的愉悦，既有对恶的惊愕、惊惧、义愤，又有对美的、善的、崇高的赞叹，对正义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因而它是融合着崇高感、信念感的乐观主义的悲感。


喜感
 （sense of the comedic）　亦称“喜剧感”。审美感受之一。由喜剧性审美对象所引起的轻松、愉悦、欢乐的情绪体验。有合意、欣喜、快乐、欢乐、狂喜等不同层次。同“悲感”相对。主要表现为笑。喜剧性对象的不同形态，引起不同的喜感。否定性喜剧性如讽刺等所引起的喜感，是审美主体从喜剧性冲突和喜剧性性格中观照到对象的假恶丑的不合理性和渺小，自觉到真善美的优胜和自己的优越，充满了对丑的鄙弃、轻蔑和嘲讽，是自信感、自豪感、胜利感、轻蔑感与快感的混合。肯定性喜剧性如幽默、诙谐所引起的喜感，是审美主体在对象可笑的形式中发现了美的内容和合目的性，它是荒谬感、惊异感、同情感与快感的混合。幽默的喜感，是自尊感、机智感与快感等的混合，是审美主体对对象中否定因素既嘲笑又容忍，既微微刺痛又留有余地，既充分意识到对象和自己的不完善处，又自信能够达到自我完善，在喜笑中带有庄重成分。讽刺的喜感，是激愤感、鄙夷感和自我优越感的混合，是对否定性对象刺痛其要害，并予以冷嘲热讽，在对丑的、恶的否定、鞭挞中意识到美的、善的优胜，因而产生喜感。这些喜剧性唤起的审美的喜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喜感，它不带直接的功利目的，而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对可笑对象进行否定、扬弃而产生的审美的精神愉悦。悲剧、悲剧性也可能唤起喜感，法国法格认为人性恶，看到别人遭难感到愉快。英国博克则认为人性善，人物的境遇愈悲惨，同情心越大，喜悦也愈强烈。德国席勒认为最大的喜感从与困难逆境相奋斗中得来，悲剧描写冲突和奋斗，表现最高的道德意识，能引起最大的喜感。黑格尔认为悲剧见出的“永恒正义的胜利”，使人产生喜感。尼采认为喜感是因为观赏悲剧者在庄严灿烂的意象中，窥见惊心动魄的美，暂时脱开现实的压迫，忘却人生一切苦恼。这些论述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悲剧性一方面使人悲伤、同情，另一方面又展现了正义、进步社会力量的合理性，预示了其必将取得胜利的前景，所以引发了掺和着悲悯的喜感。


快感
 （sense of pleasure）　审美感受之一。审美活动中所引起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快适、愉悦和满足的感觉。与“痛感”相对。从古希腊开始，即有把美感看成是快感的说法。如柏拉图认为美是“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快感”。18世纪以后，美感与快感常混用。休谟认为外物的结构和秩序，与人的心理器官或功能形成协调的关系而感到愉快时，就产生美感和快感。美国桑塔亚那认为美感是“客观化了的快感”。这些讲法都看到了美感与快感的联系。现代美学将审美快感与美感区分开来。一般认为，审美快感主要是生理性快适感，是一种单纯的感觉经验，与感官刺激联系在一起，是感性阶段的初级美感，美感则渗透进理解和理性，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快感是一次性的，过后就消失、忘却了，美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快感是欲望的满足，有强烈的功利性，美感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不具有直接的功利性。审美是生理、心理的综合运动，在美感中一般都包含着快感。


痛感
 （sense of pain）　审美感受之一。审美中不适、震惊、悲愤、哀伤、怜悯、压抑、困惑、胁迫等不快的生理、心理感觉、感受。与“快感”相对。它的生理、心理反应形式是逆受形态，丑的事物以其畸形、怪异、纷乱、粗粝的形式刺激感官，同生理节律、心理感受力相对立所引起的丑感中，就包含着不适、不快、压抑等痛感。在悲感和对自然物的崇高感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震惊、悲哀、怜悯等痛感。在审美活动中，痛感有可能转化为快感、美感，如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或在对丑的否定中，唤起美感；或看悲剧时引起强烈的悲痛，但当这种悲痛跟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相契合，使人意识到悲剧对象的合理性，便获得精神满足，产生特殊的快感和美感；或当人意识到自然界崇高的对象对人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却证明了人的优越，也会由痛感发展为快感、崇高感。这种快感、崇高感是从痛感升华而来，比普通的生理快感或美感更纯粹、高尚，内容也更丰富，感受更强烈。近现代的一些美学家和艺术家如弗洛伊德、波德莱尔等认为，人有本能欲望，当这种欲望不能实现，便给人带来痛感，艺术表现这种欲望和痛感，可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宣泄，由痛感转化为美感。


性感
 （sense of sexual appeal）　美学上指对男女显现的性别特征的审美感受和评价。是美感的一种形态。“性感”概念于20世纪形成于欧美，20世纪末在中国开始衍用。主要是对男女五官、体型、肤色、音色、发式、服饰、仪态、风度等仪表美的感受、体验和评价，有时也以男女的谈吐、表情、动作、精神气质、智慧才华、事业成就等语言美、行为美、心灵美作为参照系。它是人类性意识、性别意识日趋自觉、开放和对人自身美的执意追求在审美意识中的反映。男女双方在对对方和自身的性感上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一般认为最能显示男性或女性约定俗成的性别特征和能唤起性意识、性别意识的就是最具性感的，就是美的和有魅力的。不同时代、社会、民族、种族和年龄的人以及具有不同审美观念的人，对性感有不尽相同的评价标准。只注重于男女外部自然性别特征的性感、美感是一种片面的审美感受、审美评价。


新颖感
 （sense of novelty）　美学上指审美中所获得的一种新鲜、独特的感受。对象的新颖和陌生化，如自然美的新发现，艺术创作中视野的扩大、题材的拓展、内涵的延伸、结构方式的拓宽、表现手法的创新、艺术风格的转变等，是新颖感的客观基础。主体丰富的审美经验，高度的想象力、判断力，敏锐的直觉感悟力以及对新对象的陌生感，是新颖感的主观条件。主体对熟知的对象有了新的发现也能产生新颖感。新颖感是对主体审美心理定势的突破，是引起审美注意、积极思索、情感活动的心理基础，是美的创造者和欣赏者的普遍追求，体现了审美求新、求变的心理。它能集中审美的注意力，激发审美者的审美兴趣，克服审美疲劳，刺激创作者的创作欲望和创新精神。


陈旧感
 （sense of antiquity）　美学上指因审美对象思想观念、表现形式陈旧使审美者体验到的一种无趣、无味的感受。对象重复的封闭式的结构模式、固定僵化的思维方式、陈腐落后的思想观念、因袭他人的叙述方式等所造成形式与内容的贫瘠与匮乏，及其对主体的反复刺激，未能突破审美的心理定势，引不起主体的感觉兴奋，是陈旧感的客观原因。主体丰富的审美经验，求新求变的审美需求不能实现，以及对熟知对象的反复体验，引起审美疲劳，都会产生陈旧感。陈旧感意味着感觉兴奋的消退。破除这种陈旧感既要靠创作者拓宽创作视野、不断创新，也要靠鉴赏者提高自身鉴赏能力和对新、旧的判断能力。


迷茫感
 （sense of confusion）　美学上指审美中产生的困惑、迷糊、茫然的感受。艺术审美中的迷茫感是由对象内容、形式的空洞、含糊或朦胧、多义和主体的无法清晰认知而引起的不知所云、不知其可的消极感受。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迷茫感是个体或群体在周围世界中不知其所以然和迷失自我而产生的虚无、混沌、困惑、茫然之感，以及反观自身时所涌起的无所归依的孤独、压抑、惆怅情绪。迷茫感的特征表现为思想内涵的虚无，道德观念的真空，精神追求的失落，感性审美的颠覆，价值取向的迷惘和精神建构的消极等。但主体经过丰富的实践，提高认知能力和审美感受力，可以透过对象的模糊性而把握其实质，逐步克服这种迷茫感。


神秘感
 （sense of mystery）　亦称“神秘体验”。美学上指审美中面对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和神圣对象所感受的隐秘、惊奇、恐惧、敬畏等超常性认知和超验的情感体验。在人类宗教、巫术、图腾崇拜活动中和面对无以名状的自然、社会、艺术形象时都可能存在。美国威廉·詹姆斯认为神秘体验具有难以名状性、短暂性、拨动性和唤起人理性思维等特征。神秘感由对象的超自然、超现实、超自我的不确定性和主体的迷惑、惊叹、神秘信仰相互作用而形成。审美中所蕴涵的神秘感曲折地反映出人的意识同外物之间的一种抽象关系，既可以将神秘的宗教意识和审美意识融为一体，使审美意象充盈着超现实的象征意蕴，产生模糊朦胧而又夹杂着惊惧的美感，又可以唤起人的探究心理，对具有神秘性、神圣性的事物进行理性的思考。


朦胧感
 （sense of haziness）　美学上指审美中产生的隐约、模糊、虚幻、迷离的感受。对自然、社会现象引起的朦胧感是因对象所展现的形象模糊，概念不确定，所表达的意蕴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以及主体对之尚未达到清晰的认知。艺术欣赏中的朦胧感是因作品形象模糊，意蕴闪烁、多义、抽象、含蓄而不直露，常用象征、隐喻、比兴、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法，语言、色彩、形状、光线、声音、画面或彼此的组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非常态性，使审美主体难以通过直观或常规的逻辑来把握和辨别对象，必须通过丰富的想象、联想、推测、揣摩，才能在不同程度上领略、品悟其内在的蕴义和获得朦胧的美感。朦胧感可以激起主体的想象和探究冲动，从空灵的意象中探求其隐匿的意蕴，在想象中获得精神理想的寄托，在各种若隐若现、变幻不定的现象背后感受到一种似真非真、看似把握却又飘忽不定、可在瞬间捕捉却又转眼即逝的意境之美。


荒诞感
 （sense of absurdity）　美学上指审美主体面对荒诞事物所引发的荒谬、荒唐、怪异的感受。与丑感相通，与美感对应。它的产生既可能是因主体面对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艺术世界，感受到它的荒谬、陌生、冷漠、异己而又未能把握、改变这种虚妄、荒唐、荒谬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巨大的震惊和虚无感，也可能是怀着对美的追求、对荒诞事物的否定而主动面对荒诞、虚无，从而在同美的比较中增强对美的信念，并引发人反省自身的价值系统、人生原则和信条，通过荒诞感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和力度迈向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审美活动中所获得的荒诞感既会引起审美主体恐惧、厌恶、嘲讽、蔑视的感情，又可能在给人一种巨大震惊的同时引发人一种自觉的反思和自省。


敬畏感
 （sense of reverence）　美学上指审美中面对崇高、狞厉、神秘事物所体验到的惊奇、畏惧却又爱戴、崇敬的感受。在对自然、社会、艺术的审美中，都可能产生。包括对神奇未知的自然现象、宇宙本体的神秘感、敬惧感；对狰狞可怖、巨大强力而未对人造成直接危害事物的惊惧感、崇高感；对尊严的法律、规范、道德和伟大、神圣的神、人的崇敬感、归依感等。人对自然、艺术、社会现象产生敬畏感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赋予对象以超验、超人或规范自己言行的力量，并进而对之敬畏、膜拜，表现为情感与理智、经验与想象、畏惧与崇拜等多重心理与意识的交织杂糅。敬畏感往往使人产生一种约束、限制和规范自身行为的神圣力量，并且积淀成一种心理习俗，起着控制和整合社会的作用，同时也可能禁锢和扼杀个体追求自由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敬畏的对象如果对人并未造成直接的危害而可以转化为艺术形象，敬畏感可以从依赖、畏惧的心理转化成审美的、尊崇的心理。


虚无感
 （sense of emptiness）　美学上指审美主体因对世界或特定对象以及自身存在的证据缺失、无根基、无归宿而体验到极其失落的感受。虚无主义哲学、美学认为世界、历史、文化、美都是虚无的，因而产生虚无感。存在主义认为“自在存在”并无虚无，只有“自为存在”即意识才产生虚无和虚无感。审美虚无感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1）因特定对象的空洞、虚妄，同自己的审美期待相背离而引发的虚无感，表现了主体对该对象的失望和否定。（2）在审美观念中对世界、对美和崇高丧失了信念和追求，从而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漠然置之的虚无感。（3）因屡受挫折、失败而对自身产生的失落感、虚无感。审美虚无感表现了在物化的现实中人们对理性和价值的失望，是在虚无主义氛围中培育和孳生出来的一种消极的精神气质和无可皈依的心态。它可能因个体、群体的价值系统的失落而导致道德滑坡和精神秩序紊乱，也可能因个体的虚无感而导致以个人为中心的、反理性的、把生活的一切都视为虚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人在积极的审美中因特定对象的虚妄而产生的虚无感，可以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自觉的逻辑思考和理性分析，激发对美的追求，消解之前的虚无感和乏力感，在审美鉴赏中获得精神的解放、满足和美感。


空幻感
 （sense of loss）　美学上指审美中产生的空洞、空灵、虚幻的审美感受。心理学美学从“幻觉论”的角度用以解释审美快乐原则时所使用的概念。其主要根源和特点：（1）审美对象空洞无物，具有非“实在”性，主体对其只能产生一种虚空、可望而不可即的空幻感；（2）主体因未能体悟对象的意蕴而产生空幻感；（3）审美对象空灵、蕴藉，主体需通过想象、幻想方能领悟其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把握其实际内蕴；（4）人在幻想中脱离特定审美对象和实际所形成的空泛的幻影、幻象。空幻感本身是变幻无穷的，它既可引起审美的迷茫、美感的失落，又可激起人的想象和探究，还可抑制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占有欲望和摆脱因占有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焦灼感和痛苦感，从而形成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


道德感
 （morality）　亦称“道德情感”。美学上指审美中从特定道德原则出发对特定对象产生的善恶评价和爱憎体验。包括道德感知、道德观念、道德评价和道德境界等。其形式有审美直觉中由特定情境引起的迅速定向的非自觉的道德情感；由特定道德形象引起联想、想象而产生的较自觉的道德评价；按照道德准则经过理性思考而形成的更自觉、系统的道德评价。其中都不同程度地伴随着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荣辱感等。道德感是一种精神感觉、心理过程和对社会道德规范、行为的主观态度，取决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荣辱观和美学观。道德感是在实践中与各种合道德或非道德的相合或冲突和后天的道德教育、审美教育中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崇高的道德感是个体重视自身道德修养、追求外在美和内在美相统一的结果。它依靠人类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来维系，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心理意识的总和，表现为人的理想、信念、情操、风尚等。道德感是审美情感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审美活动中与美感中既各具独立性又具同一性。


羞耻感
 （shame）　亦称“羞耻心”。美学上指审美中因对象道德内涵的鄙劣而引起的羞愧、耻辱的感受。是自我意识、自我谴责的道德情感。对象高尚的思想、行为使主体意识到自己与之形成的反差或对象可耻的思想、行为使主体意识到自己与之有相类似的特征，都可使主体在自省中惊醒，产生羞耻感。它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为基础，是产生自尊感的前提，当它成为人的个性中的一种稳定情感时，也同时成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和发奋上进的一种动力。羞耻感是一种价值体验，一方面是主体对普遍性价值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对在自我体认中所确认的自我价值与这种普遍性价值之间的关系的省察，既可以唤起主体对客体高尚道德思想、行为的认同、敬慕等情感上的审美体验，又可以使主体在自省、自责中与非道德思想、行为保留必要的距离，并在对其否定中达到自我肯定。羞耻感对于提高审美能力和道德修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厌恶感
 （disgust）　美学上指对审美对象产生的厌弃、憎恶的审美感受。一般表现为对假、恶、丑事物的厌恶，也可能因未能理解对象或因价值观、审美观的对立而对真、善、美事物产生厌恶感。两者都是否定性的审美体验，都经过主体思考和判断，又都因对象呈现出与主体的需要和期望相反的状态。对假、恶、丑事物的厌恶感起于主体意识到对象与自己的关联，对自己形成压制、威胁，感到压抑、受伤害，感到价值的消失和道义的沦亡，表明审美主体有能力发现对象的荒谬、悖理、无道、无序，主体对自身存在明确的自卫立场并以自己的价值意识启动了批判机制，表现出明显的拒绝、避离的倾向和产生从不满、不适到嫌弃、反感直至恶心等一系列不同强度的厌恶情绪。


怀疑
 （doubt）　美学上指对特定审美对象或某种美学观念的不盲从和寻求、探究的心理活动。其客观基础是对象特性与主体原先心理结构、审美认知相悖。无依据的怀疑或怀疑一切是消极的猜疑。积极的怀疑是人的理性思维的一种表现方式，是科学精神的重要表现。积极怀疑的对象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性、合理性的质疑，或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态在估计、预测中所产生的困惑不解。主观条件是主体对对象已具有一定的认识，并在这种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感性的直觉、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推论进入更深层次的探索，其中包含着不信任、不盲从，又包含着创新的思维，是人类突破审美对象的限制和认识突破前人的思想而不断逼近真理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审美观念创新的前提。


淡漠
 （apathy）　美学上指对审美对象情感反应的冷淡、漠然。一种是对特定审美对象的淡漠，由对象缺乏感染力或对象不适合主体精神需要或主体对审美对象缺乏感受力引起，从而产生淡然置之的否定性情感。一种是在审美中过于偏重理智的分析，而不介入自己的情感所造成的情感稀薄。还有一种是纯然消极的淡漠，对审美活动和对各种审美对象包括对人、事、物等外界刺激都缺乏相应的情感反应，处于审美情感冷漠的状态。淡漠通常是由于个体饱受挫折，审美动机无法得到满足而表现出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和情感的萎缩，是对美的事物乃至整个生活丧失了信心和兴趣的情绪减退现象。通常表现为感觉迟钝，缺少热情，对各种审美对象不置可否。必要的、合适的审美情趣的培养和有益的审美活动，有利于情感淡漠者走出阴影，陶冶性情，净化心灵，获得精神升华。


美育
 （aesthetic education；ästhetische Erzeihung）　亦称“审美教育”、“美感教育”。关于审美与创造美的教育。它将美学理论实施于日常审美活动和美的创造之中，体现了美学的目的、任务、功能，是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它同德育、智育、体育相互并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构成教育的统一整体，并有特殊的教育实施，又属于教育的范畴。其目的、任务是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健康的审美情趣，崇高的审美理想，培养审美、创造美的能力，推动美和艺术的发展，克服人性的异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由生物的、物质的人发展为社会的、审美的人，并使社会进入高度文明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时期美育的功能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推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的建设、发展。美育的手段、途径主要是形象教育、情感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同时还通过对自然美、社会美、科学美等的鉴赏，全面地实现美育的目的。其实施方式包括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和家庭美育，三者相辅相成。其基本特点为：在确立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前提下，将理智教育、意志行为教育与情感教育结合起来，具有情感感染性，是知、意、情教育，真、善、美教育的统一；将美学理论教育与美的形象的教育结合起来，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寓教育于美的享受之中，重于潜移默化，不带强制性和实用功利性；将抽象思维的教育与形象思维的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审美感受力、想象力、判断力、理解力和美的创造力。美育是人类社会实践和审美、创造美实践的产物，是为了适应人类的实践需要，审美、创造美的精神需要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受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力与社会制度、文化结构、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的制约。在不同时代、民族和不同年龄、文化素养的人之间，美育既有不同的内容、方法，又有共同性和继承性。在人类初期，当原始人开始从审美上对待客观事物，有了审美的需要，并且创造出原始的艺术时，原始状态的非自觉、非理性的美育即已萌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美育思想和美育实施逐步趋于自觉，并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古希腊柏拉图认为人们耳濡目染于艺术作品，便会“浸润心灵”，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和融美于心灵的习惯，使心灵“美化”。亚里士多德认为美育可以起“净化”心灵的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孔丘提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的思想，倡导“文、行、忠、信”四教，主张将礼、乐、诗、书、射、御这“六艺”列为学校教育科目，体现了德、智、体、美四育相结合的思想。荀子提出“美善相乐”的思想，认为“礼乐之统，管乎人心”（《荀子·乐论》），有“美政”、“美人”和“美俗”的功能。最早提出“美育”概念的是德国席勒。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从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的高度倡导美育，认为美育可以恢复人性的和谐，使人从自然的物质世界上升到理性的道德世界，成为“审美的人”，同时通过美育和美的交流，还能使社会团结、和谐，实现政治自由。从此美育正式进入美学和教育的领域，并被许多美学家所阐发。中国近现代最早论述美育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将教育分为“心育”与“体育”，心育包括德育、智育、美育，认为“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感）是也”。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中主张用美育代替宣扬封建伦理的孔教和散布精神鸦片的基督教，使人在知、意、情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美育是现代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它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日益完善和提高。


审美教育
 　即“美育”。


美感教育
 　即“美育”。


情感教育
 （emotional education）　诉诸情感和陶冶情感的教育。是美育的基本内容、方法、特征和目的之一。在德、智、体育中也贯穿着情感的熏陶和感染。《乐记》认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古罗马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的原则，认为教育、艺术要有情感性，既劝谕人，又给人快感、乐趣，使人喜爱。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艺术中情感教育的作用。美育以直观的形象教育为手段，以情感教育为中介，它既诉诸人的情感，以情感打动人、感染人，又陶冶人的情感，净化人的性情；既在情感熏陶中强化人的理智活动，使审美将感知、判断与情感、情绪交融在一起，又以理智控制人的情感、情绪，将审美、美感上升到理性阶段；既在情感活动中激起审美的注意，专注于审美对象，又比一般的理智活动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和恒久的记忆；既促使人关注、分析特定的审美对象，强化人的美感，又可以焕发人创造美和追求理想境界的热情。情感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的一环，以致美学界有人把情感教育等同于美育，认为美育实即情感教育，以区别于其他教育。


艺术教育
 （art education）　艺术知识、理论和艺术感受力、创造力、表现力的教育。是美育的基本内容、方法、特征和目的之一。先秦孔子认为人格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发端于诗教，完成于乐教。儒家在学校教育中设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其中就包含了以艺术教育为中心的审美教育。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艺术教育不仅感人至深，而且可以“移风易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等艺术教育既可以给人以理智、情感教育，还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和净化人的心灵。古罗马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的原则，主张将艺术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统一起来，给人以知识和乐趣。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进一步主张教学要艺术化，让人愉快地接受知识；进行直观教学，通过对形象的感官感觉提高心智；展开艺术教育，让人在艺术欣赏、培训中懂得艺术。20世纪英国艺术教育家赫伯·里德更认为美育实即艺术教育，其目的既要培养人的个性，又要发展个体的社会意识。艺术教育包括艺术理论（含美学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教育和艺术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的教育。它是美育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美育、学校美育、家庭美育中都包含、贯穿着艺术教育。在艺术专门学校和艺术团体中更通过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综合艺术的系统教育和培养、训练，提高艺术的创造力、表现力。其方法是将艺术理论的理智教育与直观的形象教育、具有感染性的情感教育相结合，让受教育者在审美和美的创造中把握艺术规律和美的规律，提高艺术鉴赏水平和创造能力。艺术是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途径、方法。艺术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推动艺术的繁荣、美育的完善、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


潜移默化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ver）　亦称“潜移暗化”。美学上指人受审美对象的感染、启示，思想、情感、性格、习惯以至心理结构在不知不觉中被逐渐同化而变化、发展。是美和艺术发挥社会功能的特殊方式，美育的基本特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中国古代《毛诗序》说的“美教化，移风俗”等，都已意识到美与艺术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最早提出“潜移暗化”这一概念的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慕贤》：“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主要指人品被贤者无形中感化和艺术表现力在不知不觉中受前人影响而同化。最早提出“潜移默化”的是清代龚自珍的《与秦敦夫书》。潜移默化是审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客观基础是对象的高度表现力、思想的渗透力和情感的感染力，其主观条件是较高的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当主体面对与自己心理结构适应或不适应的对象时，便同化、认同或者顺应、重建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一般呈现为心理结构、思想观念、情感趣味的不知不觉的渐变过程，有时也引起局部的突变，逐步由量变发生质变。美或丑的事物都可能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美的事物被潜移默化地接受后，可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提高。



中国美学


 总类


中国美学
 　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之总称。指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所追求和表现的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中国人审美心理特征和推举的艺术精神，中国美学的价值观念和心灵体验，中国艺术的意境营造与鉴赏特征等原理。中国人的审美人生境界是超世与入世相统一的境界。《易传·系辞上》提出观察事物变化的命题“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成为中国人在天人之际的大背景中感知宇宙自然的根本方式，这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审美的宇宙时空意识。与中国人的思想与思维相应，中国哲学和美学重“生”，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中国美学主要是生命体验和超越的学说，是一种生命安顿、心灵转化之学。中国美学表现为儒家美学的突出创造新变流动，道家美学的齐同万物、冥然物化，《楚辞》超迈烂漫的美学，禅宗保任圆成的境界美学等形态。中国艺术意境的结构特点是道、舞、空白。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构成中国人生命情调和意境的真谛。中国美学展开为道、气、象、理、意、味、妙、神、赋、比、兴、和、有无、虚实、形神、情景、文质、意象、风骨、气韵、意境、境界、自然、兴趣、妙悟等美学范畴，以及涤除玄览、大音希声、大巧若拙、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象、传神写照、澄怀味象、气韵生动、天人合一、兴观群怨等命题。从发展历程来看，春秋战国之前，原始审美意识在以原始巫术为主导文化形态的中国古老文化中孕育，原始巫术文化向“史”方向发展的轨迹决定了中国美学的文化品格与基本路向。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的建构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酝酿期。先秦人性论以儒家的仁学和道家哲学为代表，前者主要从人伦关系说心性，以人与社会合契为美；后者从人与自然关系说心性，以人与自然合契为美，两者都以成就民族与时代的审美人格，即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为终极关怀。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奠基期，这一时期恢宏的宇宙论集中探讨天人关系，表明中国美学视野的拓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的建构期，在玄佛文化的冲突调和与儒学的潜行之中，名教与自然之辩、言意之辩、有无之辩、才性之辩展示了这一时代以“玄”为基质，以“佛”为灵枢，以“儒”为潜因的中国美学的思想深度。隋唐五代时期审美感悟尤佳但思虑并不深沉，佛学的中国化促进了“意境”论美学的深入。宋明理学时期的美学在儒、道、释三学综合的大潮流下，集中探讨了“道德作为本体审美如何可能”的论题，至此，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的中国人格美学才告完成。清代实学影响下的美学尚物、尚事、尚实，是属儒家“实用理性”意义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在西学影响下，从清末到中国现当代的美学思想，正在经历和实现着中国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


先秦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滥觞阶段。它的发展时期，主要是春秋后期至战国。先秦的音乐、诗、建筑艺术、绘画、青铜器艺术，体现了强烈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在先秦哲学和美学中，由史伯、晏婴所提出的“和”的观念是与音乐直接相关的。单穆公、伶州鸠、伍举等人对音乐的审美情感功能的分析，也包含了对艺术特有的审美特征的分析。从音乐去观察美与艺术，高度重视音乐性的美，这对中国古代美学和各门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对先秦美学的影响，主要在于通过诗乐对比，进一步揭示文艺同人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关系，指明文艺的审美特征。孔子关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见解，即对这一问题的概括说明。先秦美学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二）战国前期。（三）战国后期。第一时期，是儒道美学形成时期。史伯、单穆公、伶州鸠、伍举、子产、季札、晏婴等人，考察了“五味”、“五色”、“五声”之美的起源和构成，提出“和”的观念，并明确提出、初步解决了美和善的关系问题，为儒家美学的产生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儒家美学以孔子为代表，创立了以“仁学”为基础的美学，提出“兴于礼”、“成于乐”、“游于艺”（《论语·述而》）的艺术观，“尽善”与“尽美”相统一的审美观和“中庸”的美学批评尺度。道家美学创始人为老子。他认为美丑相对立而存在，并且可以互相转化：“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二章》）主张反审美文化的自然观，否定违反自然浑成的艺术和技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提出“有”和“无”、“虚”与“实”的对立统一范畴，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他关于“涤除玄览”（《老子·十章》）的命题，成为后世关于审美观照要以虚静空明的心胸为前提的审美心胸理论的基础。墨家美学以墨子为代表。墨子“非乐”即是否定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认为它们不仅不能解决吃穿住的问题，还要劳民伤财，于国于民无补。以功利主义来衡量审美活动，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认为美与人生密切相关，深化和发展了孔子的观点。他关于信、善、美、大、圣、神六种境界的划分，从一定角度触及真善美的关系。他进而提出“充实之谓美”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的命题，丰富了春秋以来的审美认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提出了以自然无为为美的观点，并涉及有关审美和艺术创造特征的一些重要问题。其“庖丁解牛”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的思想，涉及艺术和技术审美活动，是一种既合乎规律又不受规律束缚的自由活动的问题；其“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的命题，涉及审美的超功利性问题；其“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庄子·人间世》）的论述，涉及审美心理特征问题。这一时期的道家美学，重视审美过程本身的特点，突出了超功利性的作用，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开创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新局面。第三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对墨家“非乐”的理论作了具体系统的批判。基本上属于儒家美学荀子学派的《乐记》系统地论证了儒家的礼乐美学思想。荀子提出“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命题，从后天加工的广度和深度的统一上，提高了对美和崇高的理解，充实和发展了儒家美学，从人性欲望的审美要求，探讨审美感的实质。《周易》从自然本体论的角度涉及了美与艺术的问题。其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天地养万物”（《周易·颐卦·彖辞》）的思想，启发了中国美学家和艺术家关于情景交融的思想；其以“一阴一阳”的对立认识宇宙的统一性思想，为中国美学所追求的“和”的审美理想及“气”、“韵”、“道”、“理”、“意”、“象”等美学范畴，提供了哲学的阐明。《周易》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成为中国历代艺术美学的理论基础。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美学，置实用于审美之上，并以艺术无用为理由否定美和艺术的创造。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强调美善统一，认为真正的美是人格美。屈原以《离骚》和其他作品，描绘个体的内在心灵，通过活跃、大胆、自由的想象，把个体内心情感的波动展现为一幅色彩斑斓的动人图画。屈原“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中国悲剧的审美情绪，启发了人们追求最壮阔最崇高的审美境界。兼取先秦诸家之长的《吕氏春秋》，在儒家美学关于乐的基本思想上，将人的审美要求同道家的“重生”、“贵生”思想联系起来，并继承西周末年至春秋前期美学的思想，对美感问题，作了生理和心理的考察，形成美学的新特色。它认为自然万物是美的根源，提出“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吕氏春秋·适乐》）的命题，注意到审美主体与审美欣赏的心情和精神状态的密切关系，对后世的《淮南子》、王充、葛洪的美学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两汉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由战国前把人作为审美认识的重点，强调艺术和伦理的结合，偏重于从外部关系认识艺术的审美特点，转向道德才性的审美评价，为魏晋时期人物品藻重在风韵、艺术创造重在自身规律的美学思想，创造了前提。同时汉赋表现出的“巨丽”之美，在中国艺术史上第一次鲜明地突出了艺术作为一种自觉的美的创作特征。汉代发展起来的画像石，也具有汉赋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特点。其美学发展，大约可分为三大依次发展的思潮：以《淮南子》为代表、从道家思想出发的美学；直接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传统相联系的司马迁美学；由董仲舒开始，扬雄、王充、《毛诗序》继之的儒家美学。《淮南子》认为美是客观的，不因社会上的爱憎和主观的好恶而改变其基本属性。美丑存在于同其他有关的联系之中，随一定条件的变化，美可转化为丑，丑可转化为美。客观上美的事物，不需外饰，即能引起人的美感，丑的事物即使美化，也不能引起人的美感。肯定美的多样性与美感的一致性关系，认为：“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淮南子·说林训》），“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而皆乐”（《淮南子·修务训》）。强调内、情之积盈和君形者对外、文、形的决定作用，认为以情灭文或以文灭情都偏于一方而伤真美，只有“文情理通”，才是“凤麟极矣”（《淮南子·缪称训》）的尽善尽美境界。司马迁开始提出“文以饰忿”的“非中和”审美原则，并以“怨”这一审美范畴充分肯定“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崇高特征：“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董仲舒发挥先秦儒家以“中和”为美的思想，认为“中和”的实现与“仁”的实现分不开。提出天人相通的学说，赋予天以道德和人格意志属性，其中包含了人对自然的统一性和相互渗透的认识，在美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扬雄美学的主题是要求美善统一，即文质统一。明确肯定“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不否定诉之感官愉悦的审美价值，并提倡博大、崇高、艰深的美，高度赞颂虬螭“撠胶葛，腾九闳”（乘云气，升九天），日月“烛六合，耀八纮”（光明普照），泰山“浡滃云而散歊蒸”（勃然作云，热气腾腾）的美，明确把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人格道德的表现联系起来。王充追求“真美”，反对“虚妄”，但忽视审美和艺术的真实不同于日常感觉经验的真实，把艺术的作用归结为“劝善惩恶”（《论衡·佚文》）。《毛诗序》的基本美学观点，来自荀子学派的《乐记》，明确把“诗言志”同情感表现统一起来，并突出强调艺术对人的思想感情的感染陶冶作用。汉末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崔瑗、赵壹、许慎、蔡邕写下了有关书法艺术的著作，表明中国古代美学由先秦以来不断讨论诗乐这两个艺术部门，扩展到其他艺术部门，对中国古代美学的丰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哲学上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如形、神、气、性等及其关系的认识，不仅对当时各艺术部门的理论和人的审美有着直接的影响，也深刻影响着魏晋以后诗、文、书、画论的思想，为魏晋美学的发展做了重要的准备。


魏晋南北朝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飞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哲学、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美学思想开始具体深入地研究美与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在美的本质认识上，从与人的审美结合为主转到与艺术的审美凝为一体。在玄学哲学影响下，魏晋清谈成风，多以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世说新语》中“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均系人格美的评赏，成为中国美学的范畴、概念的出发点。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也都产生于品藻人物的环境中。当时人的审美重点在神韵。魏晋人在思想人格上追求自由，力图解脱汉代儒家礼法的束缚。在美学思想上，出现追求新的审美理想的动向，即认为“初日芙蓉”、“英华曜树”之美胜于“镂金错采”、“朱绿染缯”之美。当时思想家提出许多重要美学命题，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象”（《周易略例·明象》）说，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的命题，葛洪对于美感心理本质特征的描述和强调艺术欣赏要力求客观的论述，顾恺之关于“传神写照”（见《世说新语·巧艺》）和“迁想妙得”（《魏晋胜流画赞》）的主张，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与“畅神”（《画山水序》）的美学命题，谢赫关于绘画“六法”的论述，钟嵘提出的“滋味”说，刘昼提出的“辨情”“绳理”（《刘子·正赏》）说，刘勰对文艺美学思想的系统阐发，表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已进入自觉发展的时期。其演变可划分为六个时期：（一）建安时期。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气”成为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二）“正始”前后至魏末。出现刘邵《人物志》，把汉代重节操的“清议”发展为魏及其以后重才能、个性的人物品藻，使玄学与美学融为一体，玄学的美学获得充分的发展。阮籍的《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是玄学美学的重要代表。（三）西晋时期。陆机《文赋》和葛洪《抱朴子·内篇》强调文艺的独立审美价值，表现魏晋“文的自觉”的思想潮流。（四）东晋时期。清谈重新高涨，对人物才情、风姿、言谈的超尘绝俗的审美追求，与佛学相关的对人的“神明”的观察体验，纵情山水的风尚发展，使之高度重视既有形色又超越形色，难于捕捉言传而只可直感体味的美。“韵”和“神”成为美学的重要范畴，并对书法和绘画产生深刻影响。（五）刘宋时期。在佛学家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宗炳《山水画序》对自然山水美作出佛学的阐释，王微的《叙画》把《易》的哲学引入艺术美学理论，成书于该时期的《世说新语》是魏晋门阀世族生活和审美情趣的宝贵记录，其中对“魏晋风度”的形象写照，对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田园诗表达了魏晋玄学所企求的审美境界。（六）齐梁至陈。对汉语形式美即对声律对偶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刘勰吸取汉代以“气”为前提的宇宙论，对汉魏以来的文学美学发展作了全面性的总结，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作出重要贡献。钟嵘的《诗品》和谢赫的《画品》丰富了齐梁美学。魏晋到齐梁美学的发展，比先秦和西汉美学发展复杂，它提出一系列新思想、范畴、命题，具有前后相承、彼此交错的意义，并对以后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隋唐五代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普遍繁荣发展和深入变化的阶段。对审美主、客体及其关系，特别是对意境的认识，成为整个时代审美认识的重心。滋长于初盛唐的书、画、文的审美创造和鉴赏，成熟于唐末五代的诗论。尚意、重心是艺术审美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唐初文艺上反对单纯追求模拟形似及唐代思想的自由活跃，为强调独创的意义和对情意深入表现的探讨提供了条件。佛教思想对意境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美学思想，从批判门阀士族的纵欲享乐和文学艺术上的形式主义颓风开始。其基本特点是坚持美善统一、文质统一，追求有“风骨”的刚性之美。李世民提出书法“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见《唐太宗论书》）的观点，欧阳询倡导险峻劲健的书法，孙过庭赞赏书法“志气和平，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陈子昂推重“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张怀瓘提出“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见《张怀瓘议书》）的审美标准，李白赞扬建安时代的诗作，抒发其追求有“风骨”的刚健之美的审美理想，反映出隋唐时期崇尚“以势壮为美”（李德裕《文章论》）的美学倾向。张璪关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见《历代名画记》引）的美学命题，反映了人们对绘画创作主客体关系的进一步理解，标志着意境说的审美认识走向成熟。王昌龄认为，诗有三种境界：“物境”、“情境”、“意境”（《诗格》）。皎然提出诗歌创作要心入于境，神合于物，以情思取境。司空图区分了诗歌意境的不同类型，论述了诗歌意境的共同审美本质，认为诗歌意境必须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白居易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美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柳宗元关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的命题，深刻阐明了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隋唐五代美学思想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隋代初唐时期。以虞世南、李世民、陈子昂、李嗣真、刘知几等为代表，提倡“尽善尽美”和肯定“壮气”之美。重要美学著作有《书谱》、《书断》等。（二）中唐时期。以孙过庭、张怀瓘、王维、李白、张璪、皎然、朱景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为代表，崇尚怪奇之美和强调功利主义的美学观。《书谱》、《书断》、《诗式》、《唐朝名画录》等为重要美学著作。（三）晚唐时期。以张彦远、司空图等为代表，主“意”尚“神”，强调细腻地表现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审美趣味逐渐盛行。与此相关，主“平淡”尚“清新”，追求自然之美的审美倾向，日趋明显。儒、道、释并举的哲学思潮，在美学上开始成为时尚。《历代名画记》以儒家美学为指导思想，《二十四诗品》则以道释入诗，提倡象外、味外之说，体现了整个审美倾向的变化。唐代审美趋势是从雄浑到淡雅，从壮美到优美的过程。与此相联系的象外、味外说，置逸品于神、妙、能品之上的审美倾向，既体现了审美趋势的深化，又反映出艺术作品现实生命力的削弱。（四）五代时期。以荆浩《笔法记》为代表，提出将“气韵”分为“气”和“韵”，在“思”和“景”、“笔”之外，增加“墨”的审美范畴，涉及艺术思维的特征和意境形成规律，体现了对画家的气质、修养、灵感、想象以及其中理性活动等特点的进一步理解。隋唐五代时期的美学思想，突出表现于文艺批评的活跃，书、画、诗、文的品评和整个意境认识的发展相联系，反映并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变化。


宋金元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代的基础上走向成熟。儒道释的融合为其基本倾向。艺术审美中意境认识的深化，加速了它对禅宗有关内容的吸收，使之摆脱晚唐以禅相喻的表面联系而与中国的审美习性较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北宋初期的古文革新运动，提出了文学的社会本质、审美价值、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在文学史上引发了真正的文学论争，促进了文学美学思潮的深入发展。文道“两本”的出现，标志着文艺审美进一步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美的相对独立性在理论上得到明确的承认。欧阳修认为道是本，文是末，同时又不轻视文的作用，成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苏轼从文艺实践上进一步改变传统儒家关于文道的观点，从理论上明确将文与道分为两个本源，标志着中国古代审美认识上的一大飞跃。文道两本说的出现为宋元韵味审美理论的提出准备了理论前提。江西诗派的创始者黄庭坚主张“凡书画当观韵”（《题摹燕郭尚父图》）。范温在《潜溪诗眼》中指出：“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明确把“美”与“韵”联系在一起，含有“韵”为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之意，使韵味成为与意境密切联系而又并列的概念和评价作品意境高低深浅的一个审美原则。在韵味说基础上，发展了“含蓄”这个审美范畴。姜夔提出“语贵含蓄”（《白石道人诗说》）的命题，南宋诗论家也崇尚含蓄，反对浅露，强调“词婉”、“意微”、“不迫不露”和“余蕴”（《岁寒堂诗话》）。“韵味”的产生与宋元审美崇尚的转变和重视“平淡”、“自然”的意境也有密切关系。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欧阳修强调文章“必得于自然”（《唐元结阳华岩铭》）。苏轼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见《历代诗话·竹坡诗话》）集中体现了追求自然之美的倾向。宋代关于诗与画相互渗透的美学规律的思想，标志着审美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孔文仲（1038—1088）提出的“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宗伯集卷一·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张舜民提出的“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慢集》卷一《跋百之诗画》），苏轼提出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兰田烟雨图》），概括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审美特点，启发人们领略诗画艺术的韵味和意蕴。沈括关于中国山水画“以大观小”（《梦溪笔谈·书画》）和识画“当以神会”（同上）的命题，苏轼在《书朱象先画后》中提出的“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的命题，元倪瓒提出的绘画“聊以写胸中逸气”（《题自画墨竹》）的命题，郭熙提出山水画要有“景外意”、“意外妙”（《林泉高致·山水训》）的命题，从多方面揭示了艺术创造和审美欣赏的特征，是文人画美学思潮的重要理论依据。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继唐代司空图《诗品》之后又一部深刻揭示诗歌审美特征的重要著作。他提出的“学识者以识为主”、“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诗有别材”、“诗有别趣”、“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诗歌创造和欣赏的美学原则，对于后代有重要影响。和上述诸人的美学思想相对立，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则将具有伦理道德性质的“理”放至文艺创作的首位，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认为“名教之乐”胜于“人世之乐”，对审美艺术创作通常采取轻视、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但又认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与审美的境界相通。宋金元美学思想的演变，可分为四个时期：（一）北宋时期。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反对晚唐、五代以及西昆体的华艳颓靡的形式美文风，强调实用，强调义理，文道两举。其领导者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美学思想，代表了进步的一面。绘画美学思想则以郭熙、郭思的《林泉高致》、米芾的《宣和画谱序》等为代表。（二）南宋时期。起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其时有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诗说》、严羽《沧浪诗话》等美学著作，阐述诗歌审美原理。词论以张炎《词源》、沈羲义《乐府指迷》为代表。书法美学以赵构（1107—1187）《翰墨志》、姜夔《续书谱》为代表。（三）金朝时期。诗文美学家以王若虚、元好问为代表。（四）元朝时期。文论家以郝经、方回、杨维桢为代表。戏曲的美学批评著作开始萌芽，燕南芝庵的《唱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钟嗣成的《录鬼簿》等，为论述声乐、北曲音韵和评论戏曲作家的重要著作。汤《画鉴》、黄公望《写山水诀》、夏文彦《图绘宝鉴》、郑杓著、刘有定注《衍极》为著名的书画美学著作。


明清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成熟与终结阶段。其特点是突出师心与师物的审美关系，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并使“境”、“情”、“意”、“趣”、“妙”、“神”、“韵”、“美”等范畴成为美学思想家评价和鉴赏艺术作品之美的基本范畴。与当时文艺创作领域兴起的浪漫主义潮流相呼应，在美学上形成一股具有近代个性解放气息的思潮。明王守仁的“心学”、明清之际以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对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强调以表现人纯真的自然本性的美学理想，反对理学桎梏，进一步肯定人的情与欲，推崇阳刚之美，成为这个阶段美学的基本特色。小说美学、戏剧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园林美学、音乐美学等各分科的成就，都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在诗文美学上，祝允明的“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送蔡子华还关中序》），杨慎的文不论简繁易难，“惟求其美而已”（《论文》），谢榛的诗歌散文应“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溟诗话》），王世贞的“兴与境诣，神合气定”（《艺苑卮言》），李贽的“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杂述》），胡应麟的“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诗薮》），袁宏道的“趣得之自然者深”（《叙陈正甫会心集》），袁中道的诗“以发抒性灵为主”（《阮集之诗序》），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景州诗集序》），叶燮的“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赤霞楼诗集序》），王士祯的“神韵”说和“兴会”说，袁枚的“性灵”说，姚鼐的“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方东树的“生气”说，刘熙载关于文艺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作品意境和作家修养等方面的辩证美学思想，都把这一阶段的诗文美学推向新高峰。在戏曲美学上，李贽关于《拜月》、《西厢》为“化工”、《琵琶》为“画工”（《杂述·杂说》）的命题，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玉茗堂尺牍之四·复甘义麓》）的命题，王骥德关于风神、虚实、本色、当行的戏曲创作论，金圣叹关于《西厢记》辨“淫”、说“无”、识“微”、论“人”、谈“法”的理论批评，李渔的戏曲结构论、戏曲语言论和戏曲演习论等，反映了戏剧美学的重要成就。在绘画美学上，王履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华山图序》）的命题，董其昌的“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画诀》）的命题，石涛关于“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一画论”（《石涛画语录》），笪重光的“惨淡经营，似有似无，本于无意中融变”（《画筌》）的命题，郑板桥的“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气团结而成”（《郑板桥集·补遗》）的命题，黄钺推崇的“超脱”、“荒寒”、“清旷”、“空灵”等超尘绝俗的审美境界，华琳的“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南宗秘诀》）的命题，反映了这一时期关于绘画创作的精辟见解。在小说美学上，叶昼以人物情理评论《水浒》，金圣叹以“妙手所写”，纯是“妙眼所见”和“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典型性格论，开拓了小说评论的新视野，毛宗岗强调《三国演义》的巧、幻、奇、妙，就在于“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读三国志法》），也为世人所注目。曹雪芹提出的“实录其事”和“假语村言”相统一的美学主张，脂砚斋提出的人物描写要“至情至理”的美学观点，但明伦提出的“一蓄字诀”（《聊斋志异》卷十二《王桂庵》后评）等美学见解，说明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发达和深入。在音乐美学上，朱载堉提出的“夫雅者，美之至也”（《瑟谱》后序）的命题，徐上瀛提出的关于“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等美学范畴，丰富了儒家传统声乐美学思想。明清美学思想的演变，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明代初期。以雍容典雅的台阁体和前后七子的复古派的美学思潮为主体。而通俗文学和艺术流行于民间，并日趋成熟，《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先后出现，给人们的审美意识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为后来的小说戏曲美学的产生和传播准备了条件。重要的美学著作有《太和正音谱》和《四溟诗话》等。（二）明代中期。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正统的程朱道学进行冲击，使这时的审美理论有了重要的发展，从探讨艺术美感与形象的关系走向进一步重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从重视文艺的特点走向进一步强调文艺反映生活真实，并探讨文艺的美学规律。重要的美学著作有徐渭《南词叙录》、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唐志契《绘事微言》、王骥德《曲律》、徐上瀛《溪山琴况》、计成《园冶》等。（三）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明代以来文坛的拟古陋风、门户偏见和束缚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一系列美学见解。重要美学著作有王夫之《薑斋诗话》、李渔《闲情偶寄》、笪重光《画筌》与《书筏》、石涛《画语录》、叶燮《原诗》等。（四）清代中期。乾隆年间，统治者加强文化领域中的控制。进步思想家举起批判程朱理学的旗帜，反映在美学领域中，便是郑板桥、戴震、袁枚等人的崛起。重要美学著作有袁枚《随园诗话》和《续诗品》、黄钺《二十四画品》、华琳《南宗秘诀》等。刘熙载的《艺概》，虽出版稍晚，但就其审美倾向，一般仍认为应属于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终结代表作。


中国近代美学
 　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美学。随着文艺思潮的变化，这一时期，既有对传统美学思想的总结和批判，又有西方新美学思想的输入引进，并对文艺创造和审美意识提出革新的要求，开辟了前代未有的新奇境界。在诗文美学思想上，龚自珍把充分抒写真情实感和完满表现个性风貌作为文艺审美创造的首要条件，提出“尊情”、“宥情”之说，要求尊重人的自然真率的思想感情，不满“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病梅馆记》）的文人画传统美学观点。认为诗人在“天然”的基础上，既可追求“平易”，亦可以“磅礴浩汹”。魏源也特别重视文艺抒发个人情感，高度评价龚自珍的作品，“其道常立于逆”（《定盦文录序》）的精神，具有反传统的审美意识。梅曾亮（1786—1856）、方东树（1772—1851）等，也强调“真性情”和“随时而变”。梅曾亮说：“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太乙舟山房文集序》）方东树说：“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书惜怉先生墓志铭》）他们对桐城派的美学思想有所匡正。曾国藩将姚鼐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与道德原则联系起来，谓前者为“天地之义气”，后者为“天地之仁气”（《圣哲画像记》），偏尚阳刚，“好雄奇瑰伟之文”（《复吴南屏书》），反映了他重视“威仪”、“断制”的封建道德倾向。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洪仁玕（1822—1864）著《资政新编》，斥责封建文人“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风气，强调文学与品学、读书与致用的关系。在维新运动中，“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时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的思想。黄遵宪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又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章”（《杂感》）的观点，对于促进文学审美意识的通俗化起了重大作用。梁启超提出应“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美术与生活》）。认为“美”能给人以审美趣味，“趣味是活动的源泉”。人人都有的审美本能需用文学艺术才能提高。其关于“情感教育”即审美教育的主张，已超出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观念，开始尝试把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结合起来。康有为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也表现了倡导变法图强的实用功利美学观。裘廷梁（1857—1943）认为“文言之美，非真美也”，“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1866—1925）反对为文“姱词以为美，嚣叫而无终”，“摘埴索涂”，要求“斟时弊以立言”，“孤怀宏识，远瞩将来”（《民报发刊词》），这对于革命文艺创造和文风建设有指导意义。章炳麟提出“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的命题，反对近代阮元等的文笔说，也反对来自西方文论的情感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忽视了文艺的审美特征。以柳亚子（1887—1958）为代表的“南社”和强调“诗者，荒寒之路”，崇尚“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陈衍《何心与诗序》）的同光体诗人，各以其不同的美学倾向，影响近代的诗坛。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融会中西文艺审美思想而自成体系。其“境界”理论，强调“真景物”、“真感情”，要求做到“不隔”，强调“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区别，提出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主张和“古雅”、“优美”、“壮美”等美学范畴，成为这一时期的杰出美学思想家代表人物。在小说美学思想上，随着翻译小说的陆续出现和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引进，维新派的思想家特别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和独立审美价值。黄人明确指出小说是“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小说林发刊词》）。徐念慈（1875—1908）依据黑格尔、康德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美在于“合于理性之自然”，指出小说在感情上能引起“美之快感”，并把“形象”与“理想化”看作是小说的艺术本性（《小说林缘起》）。在戏曲美学上，严复（1854—1921）、夏曾佑（1863—1924）认为戏曲、小说的左右“天下之人心风俗”的力量，源于其语言文字和叙述方法的生动和表现人类之“公性情”。蒋观云（？—1929）则提出“悲剧”“喜剧”等审美范畴，认为“悲剧者，能鼓励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质，而能使人学为伟大人物者也”（《中国之演剧界》）。姚华（1878—1930）以美学标准评论戏曲，提出“余尝评剧，以为是有形有色之文章”，“事须极其荒唐，旨须衷诸情理，乃可为美”（《弗堂论稿·雨窗琐记》）等主张。王国维关于戏曲理论的美学研究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在绘画美学思想上，戴熙（1801—1860）提出“画其神”，求其“生趣”、“生机”，摄其“影”，求其“意足”，求其“味外味”（《习苦斋画絮》）的主张，郑绩在绘画的风格美上，提出“秀致中须有骨气，苍老中必寓文雅”（《梦幻居画学简明》）的命题，松年关于“随处留心，真境多观”、“造化在乎，心运无穷”、“独创专家之美”（《颐园论画》）的主张，均是对传统美学的发挥。康有为、薛福成（1838—1894）、单士厘（1858—1945）等还通过评价外国的绘画、雕刻艺术，阐明其美学思想。康有为认为“刻像之美恶，是验国度之文野”，并把宙斯之妻赫拉的雕像与“中土之刻观音”进行比较，认为两者“状极秀丽端正”，只是前者更为“精妙远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薛福成评价法国巨幅壁画逼真地“自绘败状”的主题思想和社会作用是“激众愤，图报复”（《巴黎油画记》），用以激励读者报仇雪耻的爱国思想。单士厘充分理解拉奥孔雕像在西方美学艺术界的争论，认为“诗与文，所以纵写时间，而为叙述之美术；雕与画，所以横描瞬秒，而为造形之美术。”指出“诗与文直而长，雕与画广而促，二者目的虽同，而方向各异，不必相符合也”（《归潜记》）。反映了西方美学对于这一时期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国现代美学
 　指“五四”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的美学。其特点是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近代的美学思想，介绍外国美学渐趋系统化和科学化，并产生了中国独特的美学流派；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开始了中国古典美学原理和历史演变的研究，奠定了当代美学研究的基本路线；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结合中国国情，产生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思想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遗产，但近现代意义上系统的美学理论，却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由黄人、梁启超、王国维等输入中国。鲁迅在《摩罗诗学说》一文中对“摩罗诗派”的歌颂、对儒家传统美学的批判，以及提出的“不用之用”、“其教非复常数”的命题，表现了他对文艺社会作用的深刻理解。蔡元培在“五四”前夕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说》），使美育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李大钊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生活的“壮美”这一美学范畴。“五四”运动后，宗白华于1920年发表《美学与艺术略读》，真正区别了美学与艺术的界限。吕澂于1923年出版《美学浅说》和《美学概论》，介绍了现代美学与古典美学的区别。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的刘仁航翻译的日本学者高山林次郎《近世美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美学译著。以后，美学著述和译作屡见于哲学、教育、艺术丛书和出版杂志中，如范寿康《美学概论》（1927）、陈望道《美学概论》（1927）、徐庆誉《美的哲学》（1928）、吕澂《现代美学思潮》（1931）、朱光潜《谈美》（1932）、王钧初《辩证法的美学十讲》（1932）、李安宅《美学》（1934）、金公亮《美学原论》（1936）、傅统先《美学纲要》（1948）等。吕澂在《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中认为，西方美学可分为先验和经验的两种，经验的又可分为主观和客观的两种。这些各自对立的美学，其相通之处，可用一个自然的“生”的概念来统一。认为凡随顺人们最自然的“生”——观照的，表现的，有最广的社会性的，有普遍的要求的人生——的事实和价值，一概都是美的。李石岑在《美育之原理》中认为，美育的意义可以分为心理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美的欣赏是超于现实的欣赏，其结果是增进审美者生活上纯粹的无私的快乐，以创造美好的事物，使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有助于个人的社会化。范寿康在《美学概论》中认为，美的对象不单以艺术作品为限，而是由感觉的材料所构成的主观上的形象。美的经验与其他经验有相同之处，都是成立于主客观的对立关系上，从中可以找到美的特性。陈望道在《美学概论》中不但讨论了美的分类，美感和美意识，审美态度，还讨论了形式美的特征。徐庆誉在《美的哲学》中则认为，美是精神的产物和生命的本体，非物质，也非现象，超乎时空之上，而不受制于时空，介乎物与我之间，而又统一其物我。并从人生追求不完全到完全、以有限进入无限，探讨美的哲学问题。朱光潜在《谈美》中从人对现实的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态度，介绍了审美者在审美时所保持的非哲理、非伦理的心理距离，以及对现实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必要性，并分析了美感态度的移情特点。随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传播，美学与社会经济线索和生产状况的联系，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1928年开始，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1930年，“左联”成立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鲁迅在“左联”成立前，曾翻译介绍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后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美学。王钧初在《辩证法的美学十讲》中认为，美学上的根源，艺术的出发点是人类本性所赋予的爱好韵律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受生产关系所规定。他还批评丹纳的种族决定论，认为它是违反经济决定论的。又指出美育并非想代替宗教，而是社会经济综合条件的必然的外形表现。但当时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美学时，还未充分注意文艺本身的特殊审美规律与社会经济、生产力状况的不平衡关系。这一时期的美学，还探讨了艺术与道德、宗教的关系。李安宅在《美学》中指出美的价值判断对象，除艺术品和自然现象外，还包括对于这些现象的心理感受，这是真正美的所在。在美的客观与主观的问题上，金公亮在《美学原论》中认为，美是什么的问题是美学中的主要问题。美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美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主要取决于鉴赏者的趣调，但趣调又有一种固定的标准，这就是多样的统一，即秩序。蔡仪在《新美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发，认为美学的途径是把握美的本质，指出美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并把美学分为美的存在、美的认识、美的创造三个领域。傅统先在《美学纲要》中则提出美感经验是人生的基本经验的观点，认为任何主观的心理活动都有其客观背景，反之，一切眼前的客观事物也都渲染着若干主观的作用，进而提出美感经验也是主客观两方面有机组成的美学命题。这一论点为以后朱光潜关于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命题的提出，做了理论转化的准备，并成为现代美学中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三大流派中的一种。在这一时期中，宗白华提出以流动透视和民族宇宙意识、时空意识观察人生和艺术的美学观点，构成流动美学体系。在文艺美学思想上，文学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分别阐发了文学和艺术，以及各门艺术部类，包括绘画、书法、雕刻、工艺、园林、建筑、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等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教育与娱乐功能，成为这一时期传统美学的新发展，成为构成这一时期美学的重要部分。这一时期文艺美学的代表人物为鲁迅、郭沫若、瞿秋白、闻一多、田汉、茅盾、郁达夫、胡风、周扬等。在绘画美学思想上，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刘海粟、林风眠、邓以蛰等为重要代表。在音乐美学上，冼星海、聂耳、青主等也有相应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美学，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学、工艺等审美创造与欣赏的多层次性，是现代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后的重要发展和分化时期，在中国美学史上占着显著的位置。从此以后，美学在中国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当代美学
 　中国美学史发展阶段之一。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的美学。其特点是由美学的本质研究，走向中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和各门类美学的研究。通过美学论争，这一阶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主流地位。50年代至1964年的“美学大讨论”普及了美学，为推动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作出极大贡献。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王朝闻、高尔泰等参加了这一大讨论，并形成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美学；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四大学派，以及以王朝闻为代表的主客统一论的审美学。这次大讨论主要围绕“美的本质”即“美的根源”而展开，特点是从哲学观点出发来思考美学问题。十年“文革”期间，由于过多强调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美学呈现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美学倾向的片面发展，美学理论的丰富性受到遏制。“文革”结束之后到80年代中期的“美学热”呈现为中国美学研究和西方美学译介、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对“人”的问题的论争为背景，主体性美学、实践美学、心理学美学等美学形态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各门类艺术美学（如音乐美学、建筑美学、园林美学等）　也取得较大进展。在中西文化、美学交流的大潮中，比较美学、跨文化美学研究也开展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随着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西方思潮的深度影响以及美学研究自身矛盾的展开，当代美学进一步表现出分化和转型的局面。以对实践美学的怀疑与批判为前导，新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生存美学、虚无美学、否定美学、体验美学、和合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人类学美学、宗教美学、跨文化美学等美学形态获得了杂彩纷呈的发展。


中国佛教美学
 　佛教传入中国与传统思想结合后逐渐形成。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促进了中国艺术的繁荣，也表现了佛教的审美意识。佛教经典通过翻译传入中国，并发展成为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极大的影响。魏晋以来，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领域，都呈现出与先秦、两汉文学的不同风貌，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受佛教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冲击、渗透、感染和影响。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新文体、新意境、新形式。它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产生直接的作用，并使原来重人事、顺应自然、重描绘山川风物的传统审美意识，与佛教批判宇宙人生，彰善瘅恶、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结合，使偏重于写实的审美描述，与不受时空意识限制的观念相结合，为文人开拓了新境界，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艺的发展。魏晋时期，诗坛上玄学思想成为基调，出现了“玄言诗”。佛教般若学也得以广泛流传，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的思潮给诗人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影响，形成一种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在唐代禅宗兴起和唐诗蔚为一代文学精华的同时，归趣不同的宗教与文学相得益彰，其间存在着相互联结的内在因素和并行兴衰的变化轨迹。禅和诗都需要内心体验，都重视象喻和启发，都追求言外之意。禅对诗的影响，表现为以禅入诗，即把禅意、禅味引入诗中，以禅喻诗，即以禅宗的观点（禅理）　论诗。宋严羽的妙悟说，即用禅家参禅的特别颖慧的悟性来说明为诗之道。以禅悟诗，即主张依靠自身的参悟去领会和鉴赏诗歌。范温《潜溪诗眼》：“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有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人。”认为赏诗、赏文不应执著于诗文的语言文字本身，而应寻求语言文字之外的无穷意味和韵致。佛教提倡信仰证悟，认为只有神秘的直觉才能证得佛教的最高真理。“真如”是言语之道断而不可言说的，心念之处灭而不可思念的，即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理性思维、逻辑思维所表述和把握。“顿悟”说认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证悟真理，与真理合一，既没有中间状态，也不能分阶段达到。佛教提倡的思辨方法、直觉方法，与文艺创造的理论思维有某些默契之处，佛教重视超脱客观环境的牵累，追求精神清净的境界，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人们的审美认识，也有共通之处。唐释皎然强调诗作“发皆造极”，是因为“直于情性”、“不顾词彩”、“风流自然”（《诗式·文章宗旨》）。司空图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宋严羽强调“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清王士祯提出神韵说，清王夫之提出“现量”说，以及唐宋以来在美学上重视“境”和“境界”的理论，均是佛教理论对于美学思想的直接影响的结果。佛教还利用绘画、雕刻、建筑和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使艺术题材、精神内涵、形式表现都受到极大影响，取得巨大成就，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佛教绘画艺术传入中国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画家吸取佛教绘画的技术，推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至隋唐时，南北统一，画家们进一步融合民族审美意识，使佛教绘画创作达到顶峰。宋以后随着佛教由盛转衰，佛教绘画也渐趋衰落。但唐代禅宗追求的意境启发了王维，从而开中国山水画的先河，表现佛教崇尚自然美的意识。禅宗的恬淡深阔，画中有诗，对宋代文人画又有重大的影响。佛教对人体美的观点发展了艺术中的形象思维。佛教造像学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神圣法则导致佛教艺术流于形式主义审美意识，但仍反映出佛教对人体美的观点。中国佛教雕像艺术约始于东晋时代，早期大多以印度佛教艺术为范本。佛陀庄重慈爱，低眉下垂，刻画出佛祖感悟圣谛、达于圆觉无碍之境的精神状态。各种功德圆满或积善行德的人物，都从正面直接描绘其美，四肢纯净和谐，头广平正，诸根俱全，天庭饱满，眉有白毫，顶留肉髻，以期引起世人对佛的无限庄严伟大的美感。佛像的式样，在中国历世都有变化。唐代以后，佛像更加中国化。雕塑家选取美与健康的造型，使造像表现出美与力量。六朝面相丰圆，后期较为瘦长，唐代则是颊丰颐满。衣服和配饰更为复杂华丽，具有温暖的触觉感。中国雕塑的佛像为“冕服式”，衣服对襟，胸衣外露，胸前有系结，右襟有带向左披于左肘，衣服较厚重，衣褶距离较宽，作阶段状。中国观音菩萨像的式样，多为下身着裙，上身为左右两肩披下的两条飘带，十字交叉在胸前，代替了从印度接承的偏袒式上身悬挂璎珞的装扮，显示出中国传统的精巧圆熟、庄严富丽的民族作风和民族风格。中国佛教音乐也逐渐熔历史悠久的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于一炉，形成“远、虚、淡、静”的审美特征，并成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佛教建筑也表现其独特的民族风格，早期以佛塔为主，至隋唐时代渐以佛殿为中心。宋代以来佛寺建筑虽有变化，但仍不失唐代的风格。我国佛寺除石窟寺外，多为木建筑，由于采用木结构建筑和固有传统艺术相结合，形成新风格，表现中国独特的佛寺建筑风貌。中国佛塔的造型，是中国楼阁建筑与印度窣堵坡的造型结合体，具有引起人们对故乡和祖国思念之情的艺术魅力。由佛教文化艺术所表现的整体和谐之美，构成了中国美学史中富有特色的美学思想。


中国道教美学
 　渊源于中国古代流行的巫术和求仙术的一种宗教审美意识及其文化所表现的审美思维方式。其特点在于，从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以来，以“真”、“善”为“美”的人格修养要求，以反映“性命”之人性本质为“美”的审美判断，崇尚“素朴”美的艺术审美观点，以“浑沌”喻“道美”、以“氤氲”喻美感和审美快感，善于吸取时代思想营养而展现出“多变不变”的特征。强调生命之美，突出此岸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以身心合一论为依据，在求道、修道、证道过程中证明生命和此岸生活的美好，得到生命的乐趣和对生命过程的审美愉悦。道教的美学人格以“真”、“朴”为理想，特别强调天性中的人性美，其美学思想、美学人格理想是一种“神仙”理想人格，并不忽视伦理（善）的维度，将“至善”等于“至美”，将“善”、“忠”、“孝”、“仁”、“慈”、“爱”等世俗化伦理标准等同于道教“宗教的”审美判断标准。以阴阳学说解释万物相反相成的现象和美丑的转化，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是就道之用言；无形无象，是就道之体言”（刘一明《修真辨难》）。提出“美玉出乎丑璞”（葛洪《抱朴子·博喻》）、“以丑为美者有矣，以浊为清者有矣，以失为得者有矣”（《抱朴子·塞难》）的观点，反映其阴阳、有无、美丑的相对论和朴素的辩证论。道教尊崇老子、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体系，也尊奉儒家经典《周易》，糅合道家辩证的审美思维、主静重拙的审美趣味与儒家守中致和的审美思想、重生修养的工夫实践，以及先秦盛行的“精气”说；以道、气、一、真、阴阳、朴拙等范畴为核心美学范畴，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思想与思维，也造就独具特色的道教文艺。道教美学思想伴随东汉末道教的诞生而产生，葛洪是当时神仙道教美学的阐述者；隋唐五代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进入成熟期；两宋时期道教美学思想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道教中人和一些具有道家情怀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王室贵族（如周敦颐、邵雍、苏轼、黄庭坚、宋徽宗等）通过艺术创作表达了道教的审美追求，内丹术的形成和兴盛影响了对修性和美学之间联系的论述；金元时期道教美学思想在诗歌中呈现出书面语和口语化并重的局面，发展出达到极致的绘画美学，全真教美学思想是这一时期道教美学思想的代表；明清时期道教美学思想一方面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产生了提升的要求，并在文学作品和园林艺术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基本范畴


神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意指有人格的神灵，或指微妙的变化，或指与形体相对的精神。中国古代美学，加以发挥，而成为意义更为广泛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美学范畴，表示艺术作品所要达到的一种极高的境界。有时是指艺术家的想象，或称“神思”。当艺术家善于抓住审美对象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的神情时，也称为“通其神”。《庄子·渔父》中最早将“神”这一哲学范畴应用于美学中：“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该范畴成为人物神采真实性的外在表现的象征。在先秦美学中，“神”有时还兼有人格的神灵和人的精神状态的多重含义，并用以说明艺术的审美效果。《乐记·乐象》：“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两汉美学把这一概念看成是审美的功能和价值的源泉。《淮南子·原道训》认为，人之所以能视丑美，是“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在魏晋南北朝美学中，这一概念仍有人格神和人的精神双重含义，但已应用于说明高度的审美能力和独创性的审美创造。阮籍《乐论》：“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嵇康《声无哀乐论》：“唯神明者能精之耳。”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一象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论画》）“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宗炳《画山水序》也提出：“以神法道”，并较为系统地阐发了这一概念的美学意义、艺术思维的特殊性和美感作用。认为“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神本亡端，栖形感类”，“万趣融其神思”，“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同上）以“神俊”、“神姿”、“形神”说明人格美，对以后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也有重大影响。王僧虔《笔意赞》：“书之妙道，神彩为上”，谢赫评论画家，亦以“极妙参神”、“颇得神气”作为审美标准之一。刘勰以“神理”为最高的审美规律，提倡“神思”的审美想象论：“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文心雕龙·神思》）。唐代美学强调“神”的内在审美价值，又将“神”与“情”相联系，指出它非有意识行为所能达到，又非绝对的神秘物，是可以认识的。在书法方面，孙过庭亦强调“神”对于书法创作的作用，“神融笔畅”、“神恬务闲”、“神情悬隔”（《书谱》）。张怀瓘把“神”列为书法的最高品，认为书法应以“风神骨气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法书要录》卷四《张怀瓘议书》）。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神非意所到，可以识知。”五代荆浩提出：“神者，亡有所为，任运成象。”开始注意到“神”的无意识特征。朱景玄于画品中提出逸品位于神品之上，又以该范畴显示艺术品格或审美特征。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指出：“神格：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但在具体评价时，仍置“神”这一范畴为最高的地位。郭若虚认为，气韵必在生知，人品既已高，气韵不得不高，“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图画见闻志·叙论》）。沈括提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姜夔提出“书以疏欲风神”，“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续书谱》）严羽将“神”作“诗之极致”的重要标志之一：“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沧浪诗话·诗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眼处心生句目神。”该范畴还被广泛应用于审美客体或审美主体中，如以“神气”、“风神”、“神韵”、“神骨”、“神理”、“神情”等概念，说明艺术作品的审美属性，以“入神”、“神奇”、“神妙”等概念，说明艺术家审美创造的能力和程度，并由此而产生“神韵说”。在戏曲方面，王骥德认为：“此所谓‘风神’，所谓‘标韵’，所谓‘动吾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绝技。”（《曲律》）袁中道则以“神”说明艺术作品的形式美与艺术家的审美意蕴应密切配合，否则，“徒其形似，无关神骨。”叶昼《水浒传》第九回回末总评：“李卓吾曰：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是以该范畴说明审美主体的高超审美能力。王夫之将“神”与“势”相联系，“势者，意中之神理也。”王士禛标举“神韵”，将神具体化为一种清远、冲淡、超逸，“兴会神到”、“神会超妙”（《渔洋诗话》）的境界。刘熙载提出“我神”、“他神”之说，“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艺概·书概》）对“神”这一范畴的认识，涉及艺术创作和艺术思维等问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气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包涵多层意义。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指构成万物和宇宙的始基物质。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它不但是宇宙的根源，而且是艺术和美的根源。《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这些观点，成为以后关于美和艺术起源于“气”的美学理论基础。美学家以该范畴说明艺术生命的活力，或艺术家的审美气质。孟子对于“气”的论述，对于历代艺术创造中体现艺术家和文学家的道德精神和品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又：“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说明审美主体的人格力量与文艺创造有密切关系。“文气”说渊源于孟子。《乐记·乐言篇》认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但当时在使用“气”这一范畴时，还未与审美情感完全相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气”说明确把孟子养气观点运用于文艺创作，用“气”之清浊说明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气质的关系，曹丕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钟嵘论建安风力，也以“气”这个范畴表示艺术家的性情与气质个性。他在《诗品》中论曹植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论刘桢称其“仗气爱奇，动多振绝”，但“气过其人，彫润恨少”；论张华称其“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刘勰则把“气”与“情”联系起来考察。《文心雕龙》认为为文“志气统其关键”，“情与气偕，辞共体并。”唐皎然也提出“气”是指处于动中之“情”的观点：“风情耿耿曰气。”（《诗式》）中国古代美学还把“气”分为多种类型，指出它与“声”的多层次关系。《礼记·大戴礼·文王官人》：“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嘶丑；心气宽柔者，其声中易。信气中易，义气时舒，智气简备，勇气壮直。”刘向《说苑·修文》：“雅颂之声动人而正气应之；粗厉猛贲之声动人而怒气应之；郑卫之声动人，而淫气应之。”在“气”与“声”的理论基础上，韩愈提出“气”与“言”的关系是：“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气”又是概括艺术家审美风格与审美创造力的一个美学范畴。它表现艺术家的心灵世界，又与艺术家的心灵契合为一。嵇康《声无哀乐论》提出：“观气采色”。唐李世民《论笔法》：“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仆。”五代荆浩对于“气”这个范畴作了概括：“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表明艺术家不被审美对象所限制，而以心灵的自由观照，把握艺术技巧、创造出成功的艺术美。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气”又常与“风”、“神”、“骨”、“力”、“势”等相联系，如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文辞气力，通变则久。”而“气”与“韵”、“气”与“象”相合，则构成了“气韵”、“气象”等独立而富有内涵的美学范畴。


理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意为道理、规律、法则。作为美学范畴，其意指艺术表现的哲理、情理和伦理，或指艺术和文学表现的规律。与“道”相通。为审美创造和审美判断的根本原则。庄子以为天地之美在于自然，若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则不明“大理”。他将“美”与“理”相联系，指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使理这一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转化。汉代美学，以“文理”说明文学创作的规律。《淮南子·缪称训》：“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魏晋南北朝美学，强调以“理”为骨，文辞为枝，同时开始意识到文艺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非以“理”所能领悟。嵇康认为，“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声无哀乐论》）。认为艺术寻求审美规律，必须遵循自然，非人为所能达到。陆机《文赋》：“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也把“理”看成与“辞”对立的哲理或情理。宗炳《画山水序》：“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强调应在艺术创作中贯彻“畅神”的原则，做到“神超理得”，“理入影迹”，才能达到表现自然山水的意趣神思的审美效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的审美原则，认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把“理”作为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律。《刘子·正贵》以“理”为审美判断的准则。“评者，所以绳理也。”“评而不均，则理失其真。”唐代美学更突出审美创造中“理”的作用，使该范畴成为表达艺术意蕴的重要概念。王通《中说·王道》：“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张怀瓘强调书法和文章之至妙，皆有深意，“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议书》）。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文者，“通理而已。”宋代美学，进一步意识到审美规律与“理”的矛盾，并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美学观点。理学家依然把“理”放在文艺创作的首位。邵雍《皇极经世·观物篇内篇十二》：“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有些文艺家则以“理”与“情”、“趣”相联系，在强调“理”的意蕴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应把文艺中的“理”与审美情趣的传达结合起来。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论》：“今之画者”，“不达画之理趣也”。苏轼亦强调物之无常形者必有常理，画者须得其“理”（《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认为审美创造，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黄庭坚明确提出文应“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与王观复书》）至宋末严羽，把“兴趣”作为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审美标准，完全排斥“理”这一范畴。《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王若虚则提出“诗词只是理”，因而，“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诗话》）明杨慎坚持“诗以道性情”的论点，反对以“理”入诗，认为“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汤显祖亦继承文艺创作主“情”论，反对主“理”论：“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牡丹亭记题辞》）贺贻孙甚至认为，“楚骚虽忠爱恻怛，然其妙在荒唐无理，而长吉诗歌所以得为骚苗裔者，政当于无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诗筏》）当时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理”为审美规律之一。谢榛论述诗有四格，“理”是其中之一（《四溟诗话》）。董其昌《评文》：“理义原悦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叶昼评《水浒传》第九十七回，认为《水浒传》“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三》：“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王夫之主张“亦理亦情亦趣”（《古诗评选》卷五）。叶燮认为艺术的本源是客观的“理”、“事”、“情”，他对艺术的审美特征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理”是更高一级的真实。《原诗》内篇：“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有些文艺家则提出“文”与“诗”不同，“理”与“情”在其中各有不同的位置。“作诗之法，情胜于理；作文之法，理胜于情。”“情理并至，此盖诗与文所不能外也。”（《尺牍新钞》二集邹祗谟《与陆荩思》）


道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意指规律、原理、准则、宇宙本原、人生观、政治理想等；成为美学范畴时，意指美的规律、美的根源、美的本体、美的表现等，一般趋向于审美理想。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旅獒》：“志以道宁，言以道接。”认为人的志气、理想由于得“道”而安宁，人的言辞及文艺之美，由于得“道”而被接受。儒家学派通常将道作为社会人伦的最高准则，强调“道”与“艺”的统一，主张以“艺”表现“道”。孔子把艺术创造与作为人的最高道德理想的“道”联系在一起。《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也认为：“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上》）还提出：“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儒家美学把“道”作为配合“气”以表现审美理想的范畴。“道”不向下呈现，而需要言辞文章的表达，才能发展。《周易》分“道”为“天道”、“人道”、“地道”，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这些审美范畴，对于文艺创作表现自然和人生的意蕴，影响很大。荀子认为：“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荀子·儒效》）《乐记·乐象篇》：“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生民之道，乐为大焉！”说明“道”是艺术美创造的根源。老庄学派通常将道作为自然无为的宇宙规律，提出从无形观察“道”的美妙，从有形的变化观察“道”的界限，认为艺术美的哲理，表现了“道”的无形象性。《老子·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庄子认为，“道”为至大至美，“美”与“丑”都是“道”的外化，两者互为依赖，互相统一：“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认为美丑都通过“道”互相转化，抹煞了“美丑”的界限。又说明“道”与“艺”的关系：“行于万物者，道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认为艺术和技术是表现事物的活动能力，也应归于“道”。在汉代，《淮南子》一书进一步发挥儒家、老庄的“道”，强调该美学范畴的先验标准及其无形象性，提倡“道”作为道德和精神力量对于艺术创造的无形作用。“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原道训》）认为“道”作为规律性的统一，可以创造万物，包括艺术的各种形式美。魏晋南北朝美学提出“自然之道”说，逐步把审美规律与一般规律区分开来。阮籍认为：“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乐论》）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提出“盖道之文”，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当时学者更加强调艺术反映“道”的精神，如宗炳《画山水序》：“含道暎物”、“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又指出美感的特殊性，把“道”理解为艺术创造的思想性和规律性美学范畴，认识到“情”与“道”的互为促进的关系。卫夫人《笔阵图》：“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王僧虔《笔意赞》：“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书法钩玄》卷一）则将“道”的审美规律划分出层次。隋唐五代美学多强调，“道”作为艺术创造规律的神秘性，或指出认识文艺的“道”的层次性、统一性，认为“道”是随着时代人们的审美鉴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当时，该范畴已被运用到具体的文艺形式美中，如“书道”的提出，虞世南《笔髓论》：“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在该范畴发生具体分化的同时，仍然被美学家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俱道适往，着手成春。”“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张怀瓘《书断下》：“盖一以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韩愈、柳宗元均提出“文以明道”说，也是该范畴作为文艺审美理想的根本要求的体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韩愈《答陈生书》）“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宋代美学继承了唐代的文道观，使文艺逐渐走向理性化，忽视了文艺的形象性。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为非道之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程颢、程颐则把文艺的哲理性和形象完全对立起来，明确提出“作文害道”（《二程全书·遗书》卷十八），文道两不立。陆九渊认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象山先生全集·语录下》），否认表现情感的文艺为艺。“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象山先生全集·杂说》）明王守仁认为艺术不是来自现实，而是出于“吾心之常道”（《稽山书院尊经阁记》）。“道”从此成为道学家的用语，与“美”和“艺”的情感性特征越来越远，明清美学已很少使用这个范畴。


趣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泛指人的审美趣味。艺术作品的旨趣、情趣、风趣、意趣及艺术作品的一种理想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开始使用这一美学概念，表示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天然意趣，主题的旨趣、归趣，和主观的情趣，以及审美欣赏者所追求的作品内在情感价值。宗炳《画山水序》：“山水质有而趣灵。”钟嵘《诗品》：“阮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隋唐美学则将此概念多用于书法美学评价中。孙过庭《书谱》：“详其旨趣，殊非右军。”张怀瓘《书断》：梁萧子云“创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宋代美学把“理”与“非理”、“奇”与“静”与“趣”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审美趣味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欧阳修认为：“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鉴画》）苏轼提倡审美创造应有“奇趣”（《书唐氏六家书后》）。严羽认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郭若虚则认为绘画不能只“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图画见闻志·叙论》）。明清美学把“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美学范畴，表示艺术作品的风致和风格。谢榛把“趣”看作与“兴”“意”“理”不同创作方法的美学范畴（《四溟诗话》卷二），强调不应“景实而无趣”，重视景虚而有趣味的情感效应。王世贞提倡山水画应有“景外之趣”和“真趣”（《艺苑卮言》附录四）。汤显祖认为“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玉茗堂尺牍之四·答吕姜山》）。袁宏道把“趣”提高到审美创造的第一位，认为“世人所难者唯趣”，“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袁中郎全集·叙陈正甫会心集》），把“趣”作为反对理学束缚的思想武器。袁中道也提倡文艺创造要有一种“远性逸情，潇潇洒洒”的“趣”（《珂雪斋集·妙高山法寺碑》），认为“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刘玄度集句诗序》）李渔明确规定“趣者，传奇之风致”（《闲情偶寄·重机趣》）。徐世溥则把“趣”与“情”相区别，认为“同是园趣，而荡与乐者生于大，悲与戒者生于旧”（见《尺牍新钞·答杨维节博士论著述书》）。王夫之提倡诗应“亦理亦情亦趣”（《古诗评选》卷五）。在清代，学者亦多强调“诗以兴趣为主，兴到故能豪，趣到故能宕”（贺贻孙《诗筏》）。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概念的重视。


味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和感染力量，或指艺术风格与审美体验过程。原是表示人的味觉器官的感觉活动和感觉形式，春秋时代，开始被用来形容艺术的审美鉴赏心理活动。《左传·昭公二十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又《昭公二十五年》：“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老子提出“味无味”的哲学命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关于审美观照和文艺的审美本质的理论。《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反映出“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变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特定审美意象的美学范畴。两汉时期，人们把“味”作为与“声”“色”并列的审美范畴，说明审美客体的形式美达到无形式的境界是最佳的效果。《淮南子·原道训》：“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家追求“平淡”的审美趣味，使“味”的范畴内涵更为丰富多样。阮籍《乐论》：“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抱朴子·辞义》：“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审美主体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体验，也成了“味”的特征。宗炳《画山水序》：“贤者澄怀味像。”“味像”就是对大自然山水美景的审美观照，应摆脱功利目的，达到自由愉悦的“畅神”境界，构成特定的审美胸怀。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钟嵘《诗品》强调：“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唐代美学不但把“味”作为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的目标，而且要求艺术作品具有“奇味”和“味外之旨”，进一步追求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的含蓄性和独创性。柳宗元提出：“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宋代美学进一步将“味”作为诗歌审美含蓄性的象征，同时又将它作为一种审美风格。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明确指出：“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明清美学，由于该范畴的多义性获得普遍认同，遂以味觉比喻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意味无穷及艺术形式的美感特征比较，说明审美主体的审美修养和审美趣味、审美活动的心理体验，使其更臻完善。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学者能集众长，合而为一”，“则为全味矣”。追求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一体化，使审美体验处于融合过程之中。吕天成《曲品》认为传奇“趣”“味”胜过杂剧。“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孟称舜以“气味”为评价标准，推重元人杂剧。认为“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者，其气味厚薄不同故也”（《花前一笑》批语）。以“趣味”、“韵味”、“气味”来说明戏曲的审美特征和感染力量，是明清戏曲美学思想的特点。清贺贻孙将境与味相联系，认为：“其境愈熟，其味愈长。”（《诗筏》）曹雪芹把“味”理解为作品的深刻意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在美感范畴的应用上，由“味”还产生了“滋味”、“韵味”、“情味”、“意味”、“风味”、“回味”、“余味”、“真味”等诸多美学范畴，说明审美过程的深化和广度。应用于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观照过程，则形成了“体味”、“玩味”、“咀味”、“寻味”、“研味”等范畴。


意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本意、意念、意识、意思、意义等。是文艺家的主观意识在艺术中的表现，或是通过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意义、思想内容和主题思想、意境等。它是人对现实的审美体验、艺术构思的深化和审美鉴赏的主观理解和再创造。《孟子·万章上》已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迎）志，是为得之。”认为释解《诗》不可以片言只语曲解内容，要用自己的意识、意念去领悟《诗》作者之志。《庄子·天道》指出：“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传达意念，当意念变化时，语言也无法传达。又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以“言”“意”为重要美学范畴，说明意念比语言更加重要。《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认为语言不能表达意念的无穷性，应当创造物象，才能完整地表现意念。王充提出文艺创作的“人意”说：“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说明审美趣味的普遍性，反对虚妄失实的奇怪审美趣味。蔡邕《笔论》提出：“随意所适。”陆机《文赋》：“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认为：“心意者将军也。”要求“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又说：“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晋王右军自论书》）反映了强调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过程中，作为审美范畴的“意”，具有主导倾向。《世说新语·文学》始提出文艺的审美创造中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问题：“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而扩大了“意”这个审美范畴的内涵。王弼在认识论上，提出“得意在忘象”（《周易略例·明象》）的命题，把意念与物象的认识与审美关系抽象化。刘勰把“意”作为“思”与“言”的审美中介：“意翻空而易奇”，“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心雕龙·神思》）中国古代美学还把“立意”即构思、明确主旨作为艺术创造的根本前提。遍照金刚（774—835）的《文镜秘府论》保存了“论文意”的美学思想：“夫作文章，但多立意”；“意须出万人之境”；“诗头皆须造意，意须紧”；“言物及意”。在绘画方面，汤垕《画鉴·画论》：“画之当以意写，不在形似耳。”王履《华山图序》：“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立意》：“先立其意而后落笔，所谓意在笔先也。”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意犹帅也，无帅之名，谓之乌合。”中国书法美学中，也将“意”作为最高的审美原则，认为“意”与“美”、“法”、“灵”等相通。张怀瓘《书断》：“意与灵通。”刘熙载《艺概·书概》：“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意，先天，书之本也。”中国古代美学的言意、写意、立意等理论，都把“意”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又把“意”与“象”相连，“意”与“言”、“境”等融合，发展成“意象论”、“言意论”、“意境论”等，对中国美学思想史有重要的影响。


情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意为情绪、情感、情欲等。作为审美范畴使用时，一般指文艺创造中表现的审美情感、审美情绪。《国语·晋语五》开始把“情”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认为“文”是“情”的表现形式。“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孟子认为“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庄子则否定儒家的情感观。认为礼乐文章，有失性命之情，“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他把情与审美表现，看作一种无形式的境界。“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悦。”（《庄子·天运》）“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庄子·天道》）荀子认为“情”是人的天性，否定墨子的“非乐”说，认为“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王霸》）。《乐记》更强调“情”对于审美的重要作用。“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本》），并有《乐情》篇，强调“情”的审美价值。《吕氏春秋》也强调“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仲夏纪》）。春秋战国时期，已将“情”与“声”“乐”“文”相联系，反映了它已是一个表现审美情感的美学范畴。两汉美学更突出“情”的本源性质。《淮南子·泰族训》：“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认为人之情，感于物而动，“所以与物接也”（《俶真训》）。“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因而要求“文情理通”（《缪称训》）。王充有“观文以知情”（《论衡·佚文》）之说。《毛诗序》认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民之性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魏晋南北朝美学将“情”与“气”、“神”、“意”、“志”、“理”等相联系，并提出“情感”的概念，指出它的专一与变化对审美鉴赏与判断的意义。阮籍《乐论》：“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嵇康和葛洪提出“均情说”。“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感。然而哀乐之情均也。”（嵇康《声无哀乐论》）“妍姿媚貌，形色不齐，而悦情可均。”（葛洪《抱朴子·博喻》）嵇康进而认为：“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还认为要区别不同乐曲的审美情感特征：“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情”的变化，要以达到“和”的境界为尽善尽美。“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声无哀乐论》）。陆机提出“缘情说”：“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王僧虔提出“遗情说”：“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相忘。”（《笔意赞》）刘勰认为，文艺的创造，无非是“情性”、“情意”的自然流露。“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还区分了“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把“情”作为审美鉴赏的最高标准：“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唐代美学，其重情因素，更多地体现在对“情调”、“情志”、“情貌”、“神情”的审美心理分析，也表现在对“情”这一审美范畴所确立的定义。皎然《诗式》：“缘境不尽曰情。”白居易把“情”看作是审美创造的根源。“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唐代书画家还将“情”作为分析书法绘画艺术的美学范畴。孙过庭《书谱》：“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情深调合”。李嗣真《续画品录》：“动笔形似，化外有情。”有些美学思想家，在情感表现的理论上，不满于“多”和“直”，而立足于感悟的突发性和天然性。皎然《诗式》：“虽期道情而离深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慧者，岂可议乎知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宋元美学开始区分不同艺术类型在抒情与写意、造型艺术中的特殊功能，并重视审美主体的作用，指出模仿与表现的不同审美特征。邵雍《伊川击壤集·史画吟》：“诗史善记意，诗画善状情。”又认为画笔善状物形，诗画善状物情。王若虚认为“情”应指“风韵”、“雅趣”，即一种审美情感，而不是指“纤艳淫媟”之情，驳斥了所谓苏轼词“短于情”的说法，认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诗话》）明清美学将唐代提出的“情自境出”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情”与“景”对立统一的“意境”理论，强调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情感因素，情感的真实性、婉转性、感人性。祝允明《姜公尚自别余乐说》：“境与身接而情生。”谢榛《四溟诗话》：“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李渔《笠翁余集·窥词管见》：“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王夫之辩证地论述了情与景的关系，认为：“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薑斋诗话》卷二）汤显祖认为，“情”是一个总体概念。“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玉茗堂文之四·耳伯麻姑游诗序》）提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主张，对于戏曲创作有重要影响。李渔认为，“情”为传奇三美（情、文、有裨风教）之一，并强调“情事不奇不传”（《笠翁文集·香草亭传奇序》）。叶燮把“情”与“理”“事”视为穷尽万有之变态的三个美学范畴。《原诗》：“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参见“情与景”。


景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作为审美对象进行诗文、书画创作的艺术形象之“景”。艺术之“景”有三种情况：一指真实的自然景物，强调“景”的客观性、自然性。如五代荆浩将“景”作为“六要”之一，追求“忘笔墨而有真景”（《笔记法》）的境界。明谢榛提出“景媒”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四溟诗话》卷三）清李渔：“情是主，景是客。”（《窥词管见》）清沈祥龙：“感时之作，必借景以形之。”（《论词随笔》）虽是将“景”与“情”对举，但皆指艺术形象中的客体自然之“景”。一指将自然与人生的客观事实统称为“景”。近世王国维有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文学小言》）另一则指融入审美主体之“意”、“理”、“情”之“景”，甚至是没有自然景象、完全由情造出之“景”，唐王昌龄强调“理入景势”、“景入理势”（《地卷·十七势》）。北宋梅尧臣也认为“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南宋范晞文还以杜甫诗为例具体分析了四种情景关系：“‘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景中之情也。‘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情中之景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相触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凉’、‘高风下木叶，永夜搅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对床夜语》卷二）其中前三种，即“景中之情”、“情中之景”、“情景相触而莫分”皆为浸染审美主体之心的“景”。清王夫之进一步强调“情中景”可以没有自然景象，而完全由情化“景”、造“景”。如评杜甫《登岳阳楼》中两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道：“‘亲朋’一联，情中有景。”（《唐诗评选》卷三），又有：“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古诗评选》卷一）这里的前两个“景”为自然景物和人事活动，而最后情感化的“景”是最难造的。“景”常组合为一些具有相对意义的范畴，如“大景”与“小景”、“活景”与“死景”、“实景”与“空景”等。“大景”与“小景”主要指艺术形象的扩大与细小。王夫之云：“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如“风正一帆悬”；“有小景传大景”，如“柳叶开时任好风”（《薑斋诗话》卷二）。“活景”与“死景”是指“景”与人、情的关系，凡写景为写人、抒情即是“活景”，反之，即“死景”。王夫之《古诗评选》中评谢朓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俨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因此为“活景”。“实景”与“空景”是指艺术形象的虚实关系。清代画论家笪重光《画筌》有云：“林间阴影，无处营心；山外清光，何从着笔？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出……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强调“空景”对于“实景”的重要作用。此外，“景”与“情”是中国古代意境审美的两个基本要素，常对举并复合为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参见“情与景”。


境
 　中国美学范畴。原指境地、胜境、佳境。为自然美欣赏的审美范畴。佛教之声、色，皆指境。《俱合诵疏》：“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声、色经过耳识眼识主观感官的作用而成境。后被转用于美学中，唐以后的古典美学，开始广泛使用这一范畴。其含义指艺术家所表现的艺术境界，或指艺术构思所摄取的自然、生活形象。王昌龄《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认为“境”是诗人创造性思维的材料、对象。物境，指自然景物；情境，指人生喜乐哀愁的情感和心境；意境，指想象和幻想中的艺术真实。皎然《诗式》论“取境”：“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列《实境》一品，指出其特征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秦祖永《绘事津梁》：“画境当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乃为真笔墨，方能为山水传神。”认为艺术家所摄取的境界，应当以奇句表现出自然不假修饰的丑朴形象，或以自然形象的材料，表现为真实逼真传神的艺术。艺术家要从主观真切的审美体验直接出发，才能表现天然美妙的艺术境界。方回认为应从人的个性心理中去寻找“境”的范畴，“心即境也”。“顾我之境与人同，而我之所以为境，则存乎方寸之间，与人有不同焉者耳。”（《桐江集》卷二）祝允明提出：“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枝山文集》卷二），将“境”视为事、情、身的相互接触而产生的客观形象。王世贞认为境是一种客观生活的图画，“兴与境诣，神合气完。”（《艺苑卮言》）叶燮提出：“境一而触境之心不一。”（《已畦文集》卷八）“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原诗》外编），强调文艺家创造的艺术意境与客观事物的境界不同，具有独特的个性审美特征。在清代的美学理论中，“境”又逐步被明确地规定为情景统一的审美特征。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古云：‘境能夺人。’又云：‘笔能夺境。’终不如笔、境兼夺为上。”在近代的美学理论中，又将该范畴分化为真实与虚幻、客观与主观两个部分。梁启超提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自由书·惟心》）否认“物境”的真实存在。王国维以境界说探究文艺美的特征和审美规律，提出“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境”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也常与“妙”、“神”、“真”等连用，表示审美价值的高度。郑板桥《家书·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吾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笪重光《画筌》：“真境逼而神境生。”该审美范畴的意义，一般指文艺家反映的客观真实情景，在个别情况下，是指主观的心理境界。


韵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指声音之和。曹植：“聆雅琴之清韵。”（《白鹤赋》）魏晋时被用于人物品藻，表现人物超然世俗之外的节操、神态和风度，为人格美之象征。《晋书·庾敳传》：“雅有远韵。”《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魏晋南北朝时，“韵”已被应用于美学评价，是艺术风格美的标志之一，表示艺术生命的韵律和节奏之美。谢赫《古画品录》以“情韵连绵”；“神韵气力，不逮前贤”；“体韵遒举，风彩飘然”；“力遒韵雅，超迈绝伦”评论画家。唐李嗣真《续画品录》也以“颇得风韵，自然超举”评论画家。五代以后美学思想家以“韵”为审美鉴赏的中心范畴，为美的最高境界。黄庭坚《题摹燕郭尚父图》：“凡书画当观韵。”范温《潜溪诗眼》：“韵者，美之极。”“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同时，“韵”遂成为艺术作品内容意蕴之美的象征，与艺术外在的形式美相对应。《宣和画谱·人物叙论》：“故画人物，最为难工，虽得其形似，则往往乏韵。”美学思想家还进一步对“韵”作出明确界定。范温《潜溪诗眼》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李日华指出“韵者，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而得也”（《六砚斋笔记》）。认为韵是艺术作品所获得的情趣，富有生动的美感效果，能激起欣赏者的积极想象，有无穷的意味。在艺术美的鉴赏原则中，“韵”又表现为不同风格的差异。《潜溪诗眼》：“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韵，有清，有古。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分作品风格为“韵古”、“韵悠”、“韵亮”、“韵矫”、“韵幽”等，“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认为韵是艺术形式美中某种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它并不要求它所表现的情景对象具有完满性。诗歌和音乐相结合，通过语言的声音形式，呈现某种“声微而韵，悠然长逝”的意象。“韵”与“气”、“神”结合连用，又构成“气韵”、“神韵”、“韵味”等美学范畴。


妙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表示审美对象和审美过程的无穷意味，或超出物象的形式与情感，描写对象的技巧和规律，或审美主体的无意识和创造性。与古代哲学家的宇宙观有密切关系。语出《老子·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周易》则把“妙”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形式表现，人可用“言”来把握“妙”，“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周易·说卦》）两汉美学把“妙”与“智”对立，看作人不能完全把握的审美情感范畴。王充《论衡·定贤篇》：“夫歌曲妙者，和者则寡；……曲妙人不能尽和，言是人不能皆信。”王逸《楚辞章句序》：“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魏晋时期，人们用这一概念形容审美境界的美妙，表示把握审美对象的神奇技巧和奥妙。“妙”仍具有把握审美过程的可知性和难知性。曹丕评孔融“体气高妙”（《典论论文》），评公干“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与吴质书》）。嵇康则以“妙”说明形式美的相对独立性。“神妙独见”，“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声无哀乐论》）卫夫人《笔阵图》：“今删李斯《笔妙》，更加润色……斯造妙矣，书道毕矣。”偏重于认为审美规律是可把握的。葛洪《抱朴子·尚博》：“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偏重于审美规律的难把握性。王羲之《自论书》：“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萧衍评钟司徒书字有十二种，“意外巧妙，绝伦多奇。”（《书法钩玄》卷四）则偏重于无意性。在当时，这一概念已普遍用于书画艺术中，如顾恺之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世说新语·巧艺》）宗炳《画山水序》：“诚能妙写，亦诚尽矣。”王僧虔《笔意赞》：“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隋唐五代时期，更广泛应用这一审美范畴，并有了明确的规定性。虞世南《笔髓论》认为：“心为君，妙用无穷，故为君也。”他还立《契妙》一节，专述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李嗣真《续画品录》强调：“岂唯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张怀瓘在书法品评上，还专列“妙品”。窦蒙《语例字格》：“妙：百般滋味曰妙。”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亦将画品列为四品，“妙”为其一。他认为“妙将入神，灵则通灵”。黄休复把“妙”作为出自人的本性而“不知所然”的审美创造（《益州名画录》）。郭熙认为“妙”是一种画外的审美效果，“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林泉高致》）沈括《梦溪笔谈·书画》提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苏轼评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书黄子思诗集后》）。严羽以佛学释该美学范畴，认为审美创造规律与佛禅哲理的领悟，道理相通。“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把“妙”看作是把握审美对象的成熟技巧和审美表现的无穷意味。明清小说、戏曲的审美评价，也普遍使用此范畴。如王骥德在《曲律》中以“妙手”表示高明的艺术家的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能力。叶昼也称《水浒传》作者是“传神写照妙手”（《水浒传》第三回回末总评）。金圣叹说《西厢记》是“妙文”（《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之二》），又有“妙画”、“妙士”、“妙眼”、“妙景”等说法。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更普遍地使用此范畴。如《读三国志法》，认为《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又提出“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第四十二回首评）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对这一概念的重视。


拙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拙”，幼稚，粗疏，不精巧。与“巧”相对。老子最早论述“拙”与“巧”的辩证关系，提出：“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将“巧”、“拙”与艺术表现联在一起。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虽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宋元文人画，崇尚“拙”的风格，主张绘画或书法，均宜自然、疏放、天真、稚拙，切不可逞才使气，矫揉造作。黄庭坚认为：“凡书要拙多于巧。”（《山谷文集》）明顾凝远《画引》进一步论述了“拙”与“工”的关系，主张“工”而后“拙”，于“拙”中见“工”。认为学画的一般规律是由“生”至“熟”，由“拙”到“工”。入门时生疏粗拙，入门后技法成熟，由“熟”返“生”，舍“工”求“拙”，是在别一水平上的“拙”，是追求新意，有意为之。“既工矣，不可复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则虽拙亦工，虽工亦拙。”认为元人画“用笔生，用意拙”，善得“生拙”深意，于稚拙中追求一种粗疏、新奇、生硬之美。明清之际傅山（1607—1684）还把书画的“拙”与文人的气节、修养联系起来，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反映出中国古代尚稚拙不尚工巧的美学趣味与追求。


古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种审美趣味与批评标准。指艺术表现上不合时俗，具有古意，或艺术风格的古朴、古淡、古雅。老子崇尚古朴自然状态，认为：“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十四章》）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他们的崇古倾向对后世的审美趣味及艺术标准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南朝梁虞龢《论书表》云：“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唐书论家张怀瓘《书断》评书法的风格有“古质”、“古雅”、“古逸”诸说。唐代书论家窦蒙定义“古”为：“除去常情曰古”（《述书赋语例字格》），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还专列《高古》一品，以形象化手法，论述这一概念。元书画家赵孟頫强调“作画贵有古意”，认为“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清河书画舫》）。明谢榛认为作诗贵古淡，他把初盛唐诸家诗作比为“古雅如瑶瑟朱弦”（《四溟诗话》卷三）。明清之际徐上瀛《溪山琴说》二十四论有“古”论，云：“音澹而会心者，吾知其古也。”清盛大士《谿山卧游录》还将“气骨古雅”作为“画有六长”之一。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古”还兼有朴质、浑厚、飘逸、淡宕、典雅、高远、玄妙诸种情趣和风格因素。古人常以“古”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并于艺术创作中努力追求。与此相连的则有学古、拟古与变古之争。


狂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种审美趣味或艺术风格。狂放不羁，不守成法。最早用于评价人物，后用于评价艺术风格。认为狂放的艺术风格是由于艺术家个人遭遇坎坷不平而影响到艺术创作的结果，因而可以由作品风格之狂反观作者人格之狂。当仅指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时，则用以表述艺术创作突破成法，自由发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个性的独特风格。此种风格在书法、绘画和诗文中都有反映。书法中有狂草，唐代书法家张旭和释怀素是狂草的代表作家，被并称为“颠张醉素”。绘画中有狂怪，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中有六长之说，其中第四条即“狂怪求理”。明中叶以后受王学左派影响，艺术家追求个性解放，在创作和理论中较为普遍地追求狂怪的审美趣味，李贽倡“童心”，谓艺术创作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焚书·杂说》）。文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文饰、文采。春秋时史伯已提出：“物一无文。”（《国语·郑语》）《易传》进一步指出：“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尔后《说文》、《释名》都继承了这种观点，对其作出相似的解释。“文，错画也”（《说文》）。“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释名·释言》）。在中国古代美学上，“文”具有美义，被分为“天文”、“地文”与“人文”。“天文”指宇宙间自然界万物所呈现出的感性之美，如日月叠璧、云霞雕色、林籁结响、泉石激韵；“地文”指大地所孕育出的自然文采，如山川焕绮、草木贲华，动植皆文；“人文”指表现人的心灵的文采，包括文字、文学、艺术等。《易传》提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贲·彖》）并强调“人文”源于“天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系辞下》），观物取象，遂成“人文”。主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贲》）南朝梁刘勰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肯定“天文”与“人文”之美均出于自然或自然之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日月、山川等天地之美，“岂外饰，盖自然耳”（《文心雕龙·原道》）。❷指文艺作品的感性形式。与“质”相对。源于《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西汉扬雄将其从君子修养引申于万物，提出“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斑斑，万物灿然。”（《太玄经》）刘勰则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阐述了“文”与“质”的关系。《文心雕龙·情采》：“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文指辞采，质指情志，主张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如花之本与体的关系。如果离开所需表现的内容，片面追求华丽的辞藻，就会华而不实，“采滥辞诡”。反之，如只尚质而轻文，则会使质无法表现，也会失去其应有的光采，唯有“文质相称”，华实相副，才能成为上乘的作品。后代学者多继承这一观点。唐殷璠提出“文质半取”（《河岳英灵集》），内容与形式并美。清王夫之亦云：“文因质立，质资文宣。”（《古诗评选》卷五）文质统一说对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产生深远影响。❸指有韵的文学作品。与无韵的作品“笔”相对。刘勰以“文”、“笔”区分文章的类型，提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梁萧绎亦主张“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缕子·立言》）表现出其对文学作品特征的认识。


质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文艺作品的内容。与“文”相对。原指事物内在本质，孔子将其用以表现君子的道德修养。《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又用“文质彬彬”描述君子之风，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既要注重外在言行、仪表、文饰、文化教养之美，又要注意内在的仁义道德品质修养。墨子从其“非乐”理论出发，提出“先质而后文”（《墨子佚文》）。韩非子则提出：“好质而恶饰”，认为“质至美”之物“物不足以饰之”（《韩非子·解老》）。《淮南子》亦云：“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说林训》）西汉扬雄主张“文质斑斑”（《太玄经》），文质兼重。王逸盛赞屈原作品，称其为“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楚辞章句序》）。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作品的内容为质，认为好的内容还需有好的形式予以表现，此为“质待文也”（《情采》）。唐白居易提出：“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策林六十八》）明清之际王夫之主张文质并重，“文因质立，质资文宣”（《古诗评选》），两者相辅相成。清刘熙载亦云：“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艺概·文概》）参见“文”。❷质朴的艺术风格。刘勰在阐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时，曾称“黄歌《断竹》，质之至也”（《文心雕龙·通变》）。以“质”描述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要求新乐府诗写得朴素自然，明白如话，做到辞“质”而“径”。


品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等第。原为人物品评用语，后其影响及于文艺。如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分六品评论画家，梁钟嵘《诗品》分三品评论诗人，梁庾肩吾《书品》分三品九等（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评论书家等。至唐宋时，逐渐形成以逸、神、妙、能的书画评论等第，体现了推重神似、重视表现艺术家主观情趣的审美观点，为后世所常用。戏曲品评则有吕天成（1580—？）《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❷指文艺作品的风格和美感。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形象化语言描绘了雄浑、高古等二十四种风格、意境。后人又有《补诗品》、《演诗品》之作，并推广及于文、赋、词而有《文品》、《赋品》、《词品》等。清人黄钺又仿之而作《二十四画品》，描写“气韵”、“神妙”、“高古”等二十四种绘画风格。潘曾莹（1808—1878）亦作《红雪山房画品》，列举“幽秀”、“高洁”等十二品。


和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指不同事物的统一、和谐或掺和。在审美上，则表示声音相和。是音乐审美特点、审美作用的概括，亦反映着先秦时期人们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和”，甲骨文作[image: ]
 或[image: ]
 ，郭沫若认为其本意为乐器，后引申为和声之意，西周末年始作为哲学概念出现。《国语·郑语》载史伯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包含着对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其提出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是其“和”的思想在审美和艺术上的体现，这是我国古代对于美与艺术的产生所作的最早的概括。春秋时期，医和、子产、晏婴等人论“和”，进一步发展了史伯的思想。医和提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左传·昭公元年》），违背了“和”的音乐，是为“淫声”，必然给人带来疾病。子产则从人的内在感情的和谐，论证了声音之和的重要性。晏婴明确将“和”与“同”区别为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认为“和”不是不同事物的相加，而是对立面的统一。他以“和”五味为例，指出必须“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成为美羹，“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含有“相反相济”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美学上，进一步形成以“和”为美的思想，强调作为审美对象的美，存在于“和”之中，存在于“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同上）等对立面的渗透和统一之中。单穆公则从审美主体方面论述了审美感受也应当求“和”：“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国语·周语》）伶州鸠还把乐“和”作为实现政“和”的途径，提出“政象乐，乐从和”（同上）的观点。儒家美学把“和”作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孔子推崇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都以“和”作为出发点。荀子的《乐论》充分肯定了乐能使人“血气和平”的作用。《乐记》明确把音乐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归结为“和”，提出：“乐者敦和”（《乐记·乐礼》），“乐和民声”（《乐记·乐本》），“乐极和”（《乐记·乐化》），“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乐论》）。汉代董仲舒还把“和”从音乐的审美特性扩展为天地之美的表现。认为天地之美在于“和”，“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春秋繁露·如天之为》）。以“和”为美的思想，是体现中国“古典美”理想的典型，对中国古代艺术批评和创作，产生较大影响。


法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艺术法则与方法。言法最早始于《左传》：“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吏也。书法不隐。’”（《宣公二年》）《庄子·寓言》提出：“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将文章之法与音乐之律同等看待。西汉扬雄认为文章之法不可乱，提出：“女恶丹华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法言·吾子》）南朝顾恺之首用“骨法”品评人物画，谢赫进一步提出画之“六法”。沈括以“以大观小”为“画山水之法”（《梦溪笔谈》）。清石涛提出“立一画之法”（《画语录》）。在诗论上，宋代文人始以“诗法”论诗。姜夔云：“守法度曰诗。”“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白石道人诗说》）他所讲的“诗法”，包括立意、布局、结构、遣词、造句等。明王世贞则把首尾开阖、繁简奇正、抑扬顿挫、长短节奏、点掇关键、金石绮彩等形式技巧视为诗法。在文论上，清桐城派标举“义法”。方苞云：“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其所谓“法”，亦指文章的形式方面。中国古代美学强调艺术不可无法，亦不可有定法。法贵自然。宋董逌云：“书法要得自然。”（《广川书跋》）清石涛认为“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画语录》）。曹雪芹则提出：“何以为法？万物均宜为法。必也取法自然，方是大法。”（《岫里湖中琐艺》）中国古代美学还强调艺术形式法则需服从表现内容的需要，防止以法害意。“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并提出法有“死法”、“活法”之分。“死法”者，拘泥于陈法，墨守成规，“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刘大櫆《论文偶记》）。“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吕本中《夏均文集序》）。为此需将“死法”化为“活法”。“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郑板桥《补遗》）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对待艺术法则的辩证认识。乐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诗歌、音乐、舞蹈艺术的总称，又指审美活动过程中的精神愉悦。春秋时期始将乐与德相联系，魏绛说：“乐以安德”（《左传·襄公十一年》），师旷说：“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国语·晋语八》）伶州鸠：“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国语·周语下》）儒家美学将礼、乐并称，更加重视乐的教化作用。孔子提出乐必须受到礼的调节，“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强调乐可以观德，“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在《乐论》中提出：“贵礼乐而贱邪音”，反复论述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乐记》系统阐述了乐的起源、本质、特点与社会作用。认为乐起源于心物感应，“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记·乐本》）认为乐的特点在于“和”，“乐者敦和”（《乐记·乐礼》），提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记·乐论》），肯定“乐者，审一以定和”（《乐记·乐化》）的社会职能，主张“广乐以成其教”（《乐记·乐象》）。墨家提出“非乐”的观点，对乐持否定态度。道家则从摆脱现实的羁绊出发，将乐看作是人的精神进入道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达到大美、至美的境界才有“乐”，并称之为“至乐”、“天乐”。这样的“乐”即审美愉悦，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是非善恶，“万物不足以扰心”，因此“至乐无乐”（《庄子·至乐》）。宗儒家观点的《礼记》则提出礼乐相成的观点，“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礼记·礼器》）并把乐教作为儒家“六教”之一。汉代自董仲舒后，儒家美学思想成为正统，乐更被视为强化统治的工具。西汉董仲舒提出：“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举贤良对策》）。《白虎通义》不仅吸收了董仲舒的神化儒学观点，而且将乐的功能谶纬化。“祭天作乐者何？为降神也”（《白虎通义·郊祀》）。“所以用鸣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虚贵净，贱铿锵也。”（《白虎通义·礼乐》）三国魏嵇康突破儒家“乐通伦理”观念，把乐与个体的“养生”联系起来，并提出“声无哀乐”，主张音乐并不反映人的思想感情，不能使审美主体产生哀乐之情。唐李世民亦反对音乐善恶决定政治兴衰的传统论调，提出“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贞观政要·礼乐》）。白居易认为“乐”与“政”联系密切：“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元稹重视民间音乐，认为它有极大政治意义。北宋周敦颐认为“乐”反映政治，也反映自然界中“阴”和“阳”两种对立的势力。统治者的政治有了成绩，就能创造“淡”与“和”的“乐”（参见《宋元学案》卷十一）。沈括推崇古代之“乐”，认为其表达情思，“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感人深”，非如“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梦溪笔谈》卷五）郑樵（1104—1160）认为“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通志》卷四九）。又认为先有民歌“风”，累积了民歌的经验，才有文人创作的歌曲“雅”，然后才有专门颂扬统治者的祖宗的歌曲“颂”：“积风而雅，积雅而颂”（同上）。南宋朱熹强调儒家传统音乐观，又承认其精神愉悦的审美功能：“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朱文公文集·答陈体仁》）元代的“乐”论，突出戏剧音乐中的歌唱审美经验，强调唱腔的表达和抒情作用。明朱载堉提出以“今”的艺术形式，表达“古”的思想意蕴，“乐从乎今，情合于古，知圣人立乐之本者，其庶几矣。”（《瑟谱序》）明清之际顾炎武认为：“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以诗从乐，非古也，后世之失，不得已而为之也”（《日知录》卷五）。主张以音乐协和诗意。这一范畴，对于阐述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情感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美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味觉、视觉等感官上的满足感。“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吕氏春秋·本味》）（《墨子·非乐》）“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美”的造字源于此义：“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甘、美也，从口含一。”清段玉裁注：“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❷指满足人实用目的的有利价值。春秋伍举在与单穆公的谈论中提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克听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以土木之崇高，虫镂之刻画，金石之清音，丝竹之凄唳以之为美。”（《国语·楚语》）认为“美”不能以“目观”，不能以亭台之高大、乐舞之悦乐为美，而应以君臣施德、百姓安乐，于君于民皆有利而“无害”为美。古常言之“美事”、“美誉”、“美功”等皆为此义。❸指超功利、供玩赏的形式价值。孔子在《论语》中就有此义，如“有美玉如斯”（《子罕》）、“宗庙之美”（《子张》）、“美乎黻冕”（《泰伯》）等。墨子从“美”的实用价值到形式价值的发展角度提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墨子·佚文》）汉王充指出这种形式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美色不同面”（《论衡·自纪》）。古人常云之“美人”、“美言”皆为此义。具体而言，这种形式美表现为某些性质：有指适度、中和的性质。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邺》、《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等适度中和的性质即为美。也有指阳刚的性质。《周易·乾·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还有指完整、纯粹的性质。如《荀子·劝学》：“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清王国维将这种形式美及其性质概括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❹指源于本心之善的道德礼仪及其人格价值，以儒家为代表。《论语·里仁》：“里仁为美。”《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北宋张载解释为：“可欲之谓善，志仁则无恶也；诚善于心之谓信；充内形外之谓美；……”（《正蒙·中正》）这种美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达到极致，朱熹认为：“人性本善，无许多不美，不知那许多不美是什么物事。”（《朱子语类》卷四）❺指天地自然的“无伪”性质，是一种“大美”、“原美”，主要是以道家为代表。老子有：“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第二章），庄子亦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❻指自然的造化。《世说新语·言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❼指人内在的才性、风度。《世说新语·品藻》中云：“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游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主要指主观精神与生命意志的高度活跃、自由状态，即主体精神以一种超功利、无目的的态度与物自由交往。类似于西方美学中的“游戏”。始见于孔子，但奠定其美学含义的是庄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主观的精神修养对于包括艺术在内的“六艺”而言，应该持一种无目的、无意识、超功利的态度，这是自由自在的感性活动。所以朱熹《论语集注》以为：“游者，玩物适情之谓。”在孔子的思想中，具有高度自由、圆融无碍的精神内涵的“游”，不仅是对待“艺”的方式与态度，也是人生最高理想，《论语·先进》篇中“吾与点也！”的喟叹正是对这种人生理想的企慕。庄子哲学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是精神绝对自由的“逍遥游”，他是从对有限的人生与人世的否定、对无限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出发提出“游”的人生态度：“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被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然后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庄子的“逍遥游”是他超越有限的人生、人世，达到无限的精神自由的道路。因此，明确区分了他的“游”与孔子之“游”：“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同上）并赞美和向往这种自由、超越的精神活动，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逍遥游》）、“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同时庄子还强调“心斋”、“坐忘”的虚静精神，以为“游”是自然而然的心灵感应，是绝对纯粹的明净的心灵状态。庄子对“游”的无目的性、无意识性的彻底阐述以及他对“游”的高度重视，奠定了“游”的美学含义及其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的重要地位。自魏晋时起，“游”进入文艺美学领域。如西晋陆机《文赋》：“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之妙，神与物游。”都是对艺术构思、灵感等美感活动的概括，不仅生动地说明了艺术美感的超功利、无目的、高度自由的特性，也是“游”的生命美学精神在文艺美学领域的体现。元郝经曾概括“游”之内涵，并提出“内游”、“外游”说，称“勤于足迹之余，会于观览之末”的游历为“外游”，与此相反的是“内游”：“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平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内游》）。所谓“内游”显然就是心游、神游，也就是庄子的“逍遥游”。


大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一种焕发光彩而给人以强烈感受的美。其内涵近似于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孔子已提出“大”的概念：“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孟子进而探讨了“大”的审美特征，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庄子也曾借舜之口辨析“美”与“大”的联系与区别，说：“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庄子·天道》）他们肯定“大”不仅涉及道德品质上的“善”，是一个伦理学的范畴，而且还具有审美价值，是一个审美范畴。又指出“大”在“美”（狭义的美）的基础上形成，比“美”更充实、更感人、更光彩夺目。


真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人内在的真诚，是超越于世俗的自然本性。“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又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又：“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同上）在审美上，强调审美主体的“返璞归真”，审美意境的自然之真、以及文艺创作上的性情之真。唐司空图《诗品》标举诗的“真体”、“真力”与“真迹”。点出了意境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的“真体内充”（《雄浑》），意指阴阳和合之气、顺乎自然之道之体。只有“真体内充”，才有“真宰”（《含蓄》），有“真力”（《豪放》）才能“大用外腓”（《雄浑》）、“万象在旁”（《豪放》），即于外部呈现变化无穷的姿态。这样创作的诗歌便是“真迹”（《缜密》），即一种有造化之奇的混道自然的意境。这种艺术审美对“真”的强调在明代“反理学”、“反礼教”思潮下达到高潮。王阳明提出“真己”说，认为“真己”就是“良知”、“心之本体”，就是“躯壳的己”的主宰、灵魂和生命。（参见《传习录》上）李贽十分强调“童心”，“童心者”，即“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说》）。皆在强调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在艺术创作上，以“公安派”袁宏道为代表，主张文学作品要写自己的真性情，反对模拟与虚假。提出“真人”、“真诗”和“真法”说。反对前后七子“剽窃成风，万口一响”的旧习。倡导“独抒性灵”，“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后》），“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江盈科《敝箧集叙》引袁宏道语），“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也”（《叙竹林集》）。沈德潜亦在《明诗别裁》中云：“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冯梦龙还主张“真情”，“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明中后期徐渭、汤显祖将“真我”说引进戏剧创作，提出“真本色”说。明清之际王夫之以“真现量”来比喻一种不假语言和思维的纯粹审美直觉，“现量……呈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相宗络索·三量》）。清沈祥龙将“真”作为艺术境界高下的标准，“古诗云：‘识曲听其真。’真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强。观稼轩词知为豪杰，观白石词知为才人。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词品之高低，当于此辨之。词之言情，贵得其真”（《论词随笔》）。近代王国维则将“真”作为诗有无境界的标准：“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❷意指客观真实，与虚假相对，文艺应表现物理、物象的真实，并以此构成衡量艺术价值的一种标准。东汉王充云：“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论衡·对作》五代荆浩：“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笔记法》）又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同上）皆为此意。


雅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审美风格。最初指儒家典雅纯正，中正平和，合乎礼仪规范的审美风格。源于儒家的“雅乐”即“正声”之谓，“雅，正也。”（《尔雅疏》）意指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宗与朝贡、宴享时所用的乐舞，与俗乐相对。孔子以《韶》乐为雅，以《郑》声为淫（俗）。魏晋南北朝时期，雅偏于道家的精神内涵。表现为一种胸怀宽阔、荣辱不愠，临危不惧，视才如土，自然率真、天才自成的人格风度的审美，而以传统儒家的雅为俗。《世说新语》记载：“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之后，雅常取此意，表达一种脱俗的审美境界。如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典雅”一品所谓“落花无言，人澹如菊”的描述，正是以“法天贵真”为雅，以尊礼为俗。只是这时由于禅宗的影响更加追求雅的幽静和平淡风格。宋明始，雅俗问题备受关注，由于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以及城市文化的兴起，产生一种“以俗为雅”，雅俗不二的审美倾向，这里的“俗”并非指儒家礼仪，是指向世俗，而“雅”既采儒家之中正，又有道家之自然。宋苏轼正式提出：“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命题，黄庭坚亦持相同观点：“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此诗人之奇也。”（《再次韵杨明叔小序》）这种雅俗融通和雅俗共赏，并非本质的媚俗，而是于“中观”禅理及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一种“内雅”精神的追求，即只要审美主体内在情感是雅便是真雅，其审美的终极仍在于“雅”，但其表现方式可以撷取一些俗的生活和语言，从而达到一种“雅趣”。如金王若虚推崇白居易的“俗”：“郊寒白俗，诗人类鄙薄之。然郑厚评诗，荆公、苏、黄辈，曾不比数，而云：‘乐天如柳荫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诗话》）朱弁亦曾赞东坡云：“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黄金，自有妙处。”（《风月堂诗话》卷上）❷诗的文体，系“六义”之一。“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雅，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即“正”，雅乐即“正声”，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


逸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艺术的审美意境和风格。源于道家“无为”，尤其是庄子的“逍遥”精神。于审美中最早用于书画品评。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就有“放逸生奇”之说；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亦云“意思横逸”；唐虞世南《笔髓论》也多言“逸”。所论皆立足于艺术笔法和主体精神角度。而最先从艺术鉴赏角度提出“逸品”概念的是唐李嗣真，他在品评书法的《书后品》中将“逸品”置于其他“九品”之上，并将其描述为“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有神助”、“神妙无方”（《书后品》）。后唐朱景玄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又提出“逸品”概念（见《唐朝名画录》），并将“逸品”界定为“不拘常法”（《唐朝名画录》）。至北宋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绘画艺术划分为“逸”、“神”、“妙”、“能”四格，并将“逸格”明确置于其他三格之上，由此确定了“逸格”（逸品）在中国绘画中的最高美学地位。黄休复对“逸格”的界定影响深远：“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益州名画录》）“逸”于中国古代艺术审美中的内涵可基本概括为：第一，表现技法上在有无之间，工意之间。强调一种虚隐的状态、模糊的趣味。清人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说：“所谓逸者，工意两可也……意不太意，工不太工，合成一法，妙在半工半意之间，故名曰逸。”第二，遗世的品格，超俗的心胸。即“不落畦径”、“不入时趋”（恽寿平《南田画跋》），唐皎然亦云：“体格闲放曰逸”（《诗式》）。第三，“得之自然”。唐张彦远曾用“自然”来诠释“逸品”，并将其置于“神品”之上：“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细者为中品之中。”（《历代名画记》）明董其昌亦肯定“逸品”这种自然精神：“画家以神品为宗极。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曰出于自然而后逸也，此诚为笃论。”（《画旨》）第四，“笔简形具”。“‘逸’的生活态度是任自然，是对‘礼’的一种反抗，是对世俗的、名教的超越，所以必然要求简”（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


风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文艺作品以情感所表现的审美感染力量。本义指气之动，如庄子云：“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魏晋人物品鉴多以“风”、“气”相连指称人物性情的超举。如《世说新语》中的“风气韵度”、“林下风气”、“高爽有风气”等，同时还有“风神”、“风姿”、“风仪”、“风标”等出现。南朝梁刘勰以“风”来比喻文艺的一种情感感染力量，对后世影响深远。“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文心雕龙·风骨》）“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同上）“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文心雕龙·章表》）魏晋始，基于此义，“风”与“骨”常连用为一个重要审美范畴，参见“风骨”。❷特指文艺的讽谏、教化功能。“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毛诗序》）❸特指诗体。“六义”之一。“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诗序》）详“六义”。


骨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通过语言、结构等审美形式所展现出的内在刚健力量，或柔中带刚的力量。最早用于对人物形象的审查，以确定人的吉凶、秉气。汉王充云：“论命者如比之于器，以察骨体之法，则命在于身，形定矣。”（《论衡·骨相》）王符提出“骨法”在人物申鉴的重要性：“然其大要，骨法为主，气色为候。”“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潜夫论·相列》）从魏晋起，这种“骨相”、“骨法”于人生理构造的品鉴过渡为一种刚强的精神力量以及志向的骨气挺拔，于是有“骨力”、“骨气”、“骨鲠”、“骨髓”等之论。南朝梁刘勰指出：“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文心雕龙·风骨》）又云：“辞为肌肤，志实骨髓。”（《文心雕龙·体性》）中国书法绘画也讲究“骨”，主指强健、俊整的用笔表现对象内在筋骨的力度美。南齐谢赫《古画品录》：“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其“六法”之一便为“骨法用笔”。近代林纾解释为：“骨法，似主用笔而言，有墨无笔，则气骨不张……筋骨相连，即所谓骨法也。”清刘熙载也强调：“字有果敢之力，骨也。”（《艺概·书概》）“骨”与“风”组合成为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参见“风骨”。


观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将整个主体心灵投入对象的审美观照，是审美心理的初始阶段，接下来两个阶段是品和悟。最初指以主体之心来观察对象之物，从而产生一种思想和情思。《老子》开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这是从歌舞来观察政情、民风。《庄子·知北游》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是从天地情状来观察“道”。《周易》宗旨即是“设卦观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系辞下》）还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等，皆指“观”于物象而抵达内在神理之义。而这种物我之“观”自魏晋始，有了审美的提升。刘劭《人物志》中将“人物品鉴”从以往骨相之学、政治道德之举向人物形象、容止、衣冠等审美品鉴进行转递，从而凸显出“观”的美学意义。王弼亦明确提出：“观之为义，心所见为美者也。”（《周易略例》）“观”成为一种缘“象”的审美之“见”。北宋邵雍进一步提出“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两个观念，并崇尚后者，谓之“反观”。“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也。”（《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同上）意谓：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这样“以物观物”就是以心性自然与物性自然相对，是主体无所期待的主客浑融之观，即无所观之观，既是一种审美直觉，也是审美主体的最高境界。后近代王国维“无我之境”指的就是这种“观”：“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这种“观”与“乐”、“趣”联系在一起，如邵雍所谓“观物之乐”：“诚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嗜焉。盖其间情累者忘去尔。”（《伊川击壤集序》），明王阳明所云“闲观物态皆生意”（《睡起有感》），皆言此意。❷特指诗的教化作用。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东汉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南宋朱熹注：“考见得失”（见《论语集注》）皆指诗歌的认识作用。


感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审美主体之心在审美对象作用下被引动的现象，是艺术发生和灵感发生的源泉。《周易》“咸”卦，注多以“咸”为“感”，取男女、阴阳、刚柔交感之义。“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悦）　。男下女上，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传·彖》）从男女的交感推及天地相感而万物育生，再到伦理道德感化人心，提出“咸”即是“感”，并提出“感应”概念。这种“感应”后主要指心与物、天与人之“感”。（1）指“心物感应”之感。包括“感于物”和“动于心”两个方面。代表理论为《乐记·乐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汉许慎《说文解字》：“感，动人心也。”元代郝经谓：“物感于我”（《文说送孟驾之》）而“感”的根源在于“气”，“二气感应以相与”（《周易·咸·彖》），钟嵘亦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这种“心物感应”是艺术产生的源泉，《吕氏春秋·音初》：“感于心则荡乎音”。刘勰亦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而且是艺术境界高下的标准，如清纪昀认为自然佳作必须由心物感应而发：“凡物色之感于外，与喜怒哀乐之动于中者，两相薄而发为歌咏，如风水相遭，自然成文”（《清艳堂诗序》）（2）指“天人感应”之感。由汉董仲舒完善：“《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三策》）认为人世的变化都可以得到天的预兆感应，并将人之性与天之道相对应。“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这种“天人相副”和“天人感应”思想成为艺术创造的灵感以及审美意境之灵妙的根据。如陆机《文赋》所言：“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


生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说文解字》解“生”为：“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周易》以天地论生，认为“生”是一种“大德”，是宇宙大化的生命运动，所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同上）；以阴阳两性论生，如“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上》）。道家也崇尚“生”，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同时，由于“生”是天地之“德”，所以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此世有限生命的价值，讲究“全生”和“乐生”。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亦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又“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易传》有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周易·系辞上》）这种对生命意识的关注在艺术中主要表现为对审美对象内在生命的刻画，讲究“生意”（自然生机）、“生气”、“生动”等审美特征。如唐皎然“苍山万重采一枝，形如器车生意奇”（《郑容全成蛟形木机歌》）、钟嵘“生气远出，不着死灰。”（《诗品·精神》）、南齐谢赫“绘画六法”之“气韵生动”（《古画品录》）等。


形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通过艺术形式所表现的艺术形象。《周易·系辞上》已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但其“形”指生命的形体。又将“形”与“象”对举。《庄子·在宥》则说：“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出现生命“形”与“神”的对应，并有重神轻形的倾向。《淮南子》进一步提出“神贵于形”，“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伤”（《淮南子·诠言训》）并指出形神与气的关系：“故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同上，《原道训》）《礼记·乐记》从艺术表现角度提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艺术形象包括“写形”和“传神”两部分，后者是中国艺术的主要特征，但“形”之强调也贯穿着整个审美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注重艺术形象对审美物象的表现，如陆机《文赋》：“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顾恺之强调“以形写神”，谢赫《古画品录》所谓：“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刘勰也认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文心雕龙·物色》）自唐宋起，审美艺术虽以“传神”为主，但尚重“形神兼备”。如唐代张九龄提出：“艺得神传，笔精形似。”（《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十七）五代欧阳炯说：“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益州名画录》）荆浩也同样认为绘画要做到“气质俱胜”（《笔记法》）。同时，还有部分为纠正重神轻形的极端倾向而指出写形的重要，如宋晁以道在批评苏轼轻“形似”观点时认为：“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意谓画传象外之神，要不改变物象本身之形；诗写题外之意，也要描绘对象本身的形态。刘道醇亦提出以“形似”为本，他赞扬赵元长作品“妙于形似”，评价王居正的仕女画“动切形似”（参见《圣朝名画评》）。元刘因从提出神是“形似之极”（《田景延写真诗序》），清代沈宗骞也同样强调：“形得而神自来”（见《芥舟学画编》），并提出“约形”理论。参见“形神”。


格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艺术作品的体式、规格，相当于“法”（只是“法”侧重于创作，而“格”侧重于作品）。刘勰有云：“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文心雕龙·议对》）唐王昌龄有所谓“诗有九格，一曰重叠用事格，二曰上句立兴、下句是意格；三曰上句立兴，下句是比格。四曰上句体物，下句状成格……”唐皎然亦云：“诗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诗式》）明高启明确强调“诗之要：要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独庵集序》）清郑燮于画论中认为非凡的艺术创作不能以“格”来衡量，“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空中业。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题画·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此外，古代诗体有所谓“格诗”与“平格诗”，意指古今体之间、讲究排偶而未谐音律的作品。古代“格”常与“调”、“律”、“体”并称，如明王世贞、胡应麟提倡的“格调”，这“格”主要就指体格，即体式、规格的“格”。详“格律”、“格调”、“体格”。❷指艺术作品的审美风格、品格和境界。汉魏以来，以“格量”、“风格”来品评人物，如“士有行己高简，风格俊俏”（《抱朴子·行品》）。唐王昌龄《诗中密旨》分诗为两格，提出“诗意高，谓之格高；意下，谓之格下”，又分诗为“五趣向”，以“高格”第一，置于“古雅”、“闲逸”、“幽深”、“神仙”之外。皎然在论“逸”体时解释为“体格闲放”（《诗式》）。朱景玄对绘画风格进行评价时提出：“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唐朝名画录序》）其在张怀瓘神、妙、能三品之内又分上、中、下三“等格”，而且又于三品之外提出了“逸”格，并将其视为绘画的最高境界。清笪重光还将诗“格”与“人品”联系起来，即“品格”：“绘事之传尚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画筌》）有时特指融入审美主体气质才性的韵致，故有“才格”、“格韵”、“格致”、“格调”。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有：“郊之诗寒苦则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词意精确，其才亦岂可易得。”“格”还特指一种强劲有力的审美风格，即“格力”、“气格”。宋人苏轼云：“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胡应麟评唐诗云：“大率唐人诗主神韵，不主气格；故结句率弱者多。”（《诗薮》内篇卷五）而明袁宏道评宋诗却相反：“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答陶石篑》）


体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最早用于书法。许慎《说文解字序》：“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汉蔡邕开始对这种书法的“体”进行审美，从而上升为一种艺术的“体”：“体有六篆，要妙入神”（《篆势》）魏晋南北朝时，这种书法艺术的“体”扩大到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并将其作为艺术的“本体”。在文学上，魏曹丕率先提出文之“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在音乐上，嵇康也强调：“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声无哀乐论》）绘画上，南朝齐谢赫评刘顼云：“用意绵密，画体纤细。”（《古画品录》）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确提出“体性”论。“体”在文艺审美上主要有以下几义：（1）指艺术作品的审美风格。刘勰指出：“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文心雕龙·体性》）萧子显也是从风格角度将文章分为“三体”：一是“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二是“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三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见《南齐书·文学传论》）唐皎然《诗式》有《辨体》十九种：“贞”、“忠”、“节”、“诫”、“闲”、“达”、“悲”、“怨”、“力”、“静”、“远”、“逸”，主要是从创作和审美风格上划分的。明末张延将“词体”分为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诗余图谱》）（2）指艺术作品由形式、内容、风格等因素构成的整体特征，即艺术文体。刘勰曾提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心雕龙·通变》）将“体”作为诗文相对“有常”不变的部分。这种文艺的“体”有时偏以内容为标准，如元杨载将诗的“六义”继分为“体”和“法”：“诗之六义，而实则三体。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诗法家数》）认为“风”、“雅”、“颂”三“体”都可以采用赋、比、兴的方法。“体”有时偏以形式来划分，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将诗分为“有古体、有近体，有绝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等等。“体”常组成一些复合范畴，如“体制”、“体格”、“体性”、“体势”等。


调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主要用于具有音乐性的艺术审美。有调和与音调（即一定风格的音乐旋律）两方面含义。前者始于乐论。《管子·五行》：“五声既调，然后作应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美生。”《吕氏春秋·大乐》：“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自汉起多指后者。贾谊《新书》两种音义并现：“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调和而成理谓之音。”隋唐以下，此音此义渐成主流，并成为广义文艺上的批评范畴。文学上，以“调”论诗始于南北朝。梁沈约云：“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中亦有：“调钟唇吻”（《声律》）、“调有缓急”（《章句》）明李东阳：“古诗歌之声调、节奏不传久矣，比尝听人歌《关雎》、《鹿鸣》诸诗，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怀麓堂诗话》）然文艺审美的“调”除表示音乐旋律曲调之外尚有以下几义：（1）指体式。由不同声调形成的不同体式。明高棅的“盛唐工七言古调者多，李、杜而下，论者推高、岑、王、李、崔颢数家为胜。”（《唐诗品汇序目》）谢榛的“夺盛唐律髓，追建安古调”（《四溟诗话》）皆为此义。（2）指语调。即通过语言形成的韵律。明谢榛“夫平仄以成句，抑扬以合调。扬多抑少，则调匀；抑多扬少，则调促。若杜常《华清宫》诗：‘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寸声。’上句二入声，抑扬相称，歌则为中和调矣。”（《四溟诗话》）（3）指审美风格。汉魏将“调”用于人物品鉴，有所谓“才调”，《晋书·王接传论》谓：“王接才调秀出，见赏知音”。钟嵘开始将“调”用于艺术风格的鉴赏，提出“气调”，评晋处士郭泰机诗有：“文虽不多，气调惊拔。”（《诗品》）中唐以后，开始讲求“调”的风格逸雅清古，有所谓“风调”，宋魏庆之：“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云：……晏无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姜夔：“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深欲古。”（《白石道人诗说》）“调”于此义上常与“格”同时出现，但前者偏于情深韵婉，后者则偏于骨气峻拔，因此唐殷璠就有：“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并将唐诗区分为“贞观末，标格渐高；景玄中，颇通远调。”（《河岳英灵集序》）唐宋时，“格”、“调”开始复合成为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参见“格调”。


空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一种空灵、静寂的美。最早始于道家的“无”，“无”是本体，是“有”的根源。中国艺术的重神轻形、“得意忘言”、“超以象外”、“计白当黑”，讲求气韵等表现技巧和风格，皆是对“无”的利用与体验。这种“无”的审美价值在于：可以感流动之气，可以明“万有”之境，可以生超越之心。至魏晋及唐宋，“无”逐渐被“空”转接，上升为一种空灵、静寂的审美意境，这主要源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中国佛教的般若性空之学认为，“空”是万法的真如，本质的真实，亦是未染尘缘的自然。然不同于涅槃佛性论，其认为万法皆“空”又不执于“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性空”主要在于“心空”，即心的无染无静，无悲无喜，无生无死，这样便会达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五灯会元》）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是一种自然、“本色”的原美。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多以“空”字描述意境，如“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自然》），“泛波浩劫，窅然空踪”（《高古》），“空潭泻春，古镜照神”（《洗炼》）。在宋以后，这种“空”的意境也多被论及，如宋苏轼“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又宋张炎《词源》中有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亦有：“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


幻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凭空虚构、出神入化的想象和幻觉，是明清小说、戏曲的重要审美特征。宋以前已有神怪小说出现，但多以“史”为宗，“不语怪力乱神”。明清时多强调小说之体不必实录，崇尚虚幻。袁于令为标举“幻”的突出代表，明确指出：“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隋史遗文序》）。又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西游记题辞》）然“幻”不能过于极端，而应“真”、“幻”兼备，如张无咎所云：“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北宋三遂平妖传叙》）意谓“幻”虽出奇，但不可失“真”。而且只有“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明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评《西游记》）。同时，还强调将“理”融于“幻”，以免于不情，如清梦觉主人《红楼梦序》即云：“假多则幻，幻即是梦。书之奚究其真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词无妄诞，说梦岂无荒诞，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清杜陵男子还将“幻”作为一个范畴进行哲学阐释：“夫思不入于幻者，不足以穷物之变。说不极于诞者，不足以耸人之闻。然而天地大矣，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吾安知幻者之果幻也。古今远矣，开辟以前已有开辟，吾安知诞者之果诞也。……昔娲石补天，五色孰窥其迹？羿弓射日，九乌竟坠何方？大抵传闻，不无附会。盖有可为无，无可为有者，人心之幻也。有不尽有，无不尽无者，文辞之诞也。幻设不测，事孰察其端倪；诞故不穷，言孰究其涯际。……常则觅生活于故纸，变则化臭腐为神奇。”（《史序》）将“幻”上升为宇宙、人心之本体，只有“幻”才能“穷物”，才能“耸人”，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幻”常以梦境和实境交织来表现，如戏曲中常渲染这种“幻中真”、“真中幻”的奇幻色彩。明冯梦龙《情史》评语：“梦者，魂之游也。魄不灵而魂灵，故形不灵而梦灵。事所未有，梦能造之；意所未设，梦能开之。其不验，梦也；其验，则非梦也。梦而梦，幻乃真矣；梦而非梦，真乃愈幻矣。”此外，中国小说美学还有“幻笔”说法，意指以真实审美环境对幻觉的描写。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关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谁想却在此’”时说：“本为寻兄，却先遇弟。奇文幻笔。”


奇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文艺题材、言词、趣味、风格违背常理、超凡脱俗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多言“奇”，其中《辨骚》一篇主要探讨了屈原《离骚》这一“奇文”，主要指与现实主义创作相反的浪漫主义特色。他肯定《离骚》题材、文辞的奇丽，赞美楚骚“奇文郁起”（《辨骚》），赞美司马相如“沿波而得奇”（《辨骚》）；同时又抨击“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文风，指出“然俗皆爱奇，莫顾其理”（《史传》），“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体性》）。因而十分强调“奇”与“正”、“理”的统一，所谓“执正驭奇”，“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钟嵘《诗品》中亦多言“奇”。一方面指与“用事”对立的不依经史、直抒胸臆的“直致之奇”，如评陆机“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评任昉“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一方面指刚劲有力的诗风，如赞曹植“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奇”常与其他范畴组合，如指向一种奇妙超凡审美趣味的“奇趣”。清人邓石如论书画有：“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出。”（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上》）或指向一种清雅超凡审美风格的“清奇”，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就将“清奇”列为一品，清孙联奎解释为：“清对俗浊言，奇对平庸言。”（《诗品臆说》）中唐后又有以孟郊、韩愈、卢仝、李贺、贾岛为代表的“怪奇”诗派，其创作审美特征一反“雅正”、“时俗”之风，以不拘格律章法的形式，逐怪求奇。唐皇甫湜十分崇尚这种由“怪”致“奇”的境界：“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答李生书》），而宋代姜夔则稍持异论，认为“奇”境未必尽由“怪变”而来，亦可由“正”途寻得，“奇”、“正”并非对立，而是相生：“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白石道人诗说》）晚明尚“奇”之风高涨，明汤显祖提出“奇士”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而袁宏道提出“真奇”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皆主张由本性自然而入“奇”的审美境界。


丽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意指艺术形式的华美。汉赋讲究形式言辞之美，故称为“丽文”，桓谭谓：“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新论·祛蔽》）扬雄亦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君子》）魏晋南北朝时，诗文尤重视“丽”，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丽”被视为诗、赋两种文体的基本要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丽”与“雅”并提：“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征圣》），“商周丽而雅”（《通变》），“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彩相胜”（《诠赋》）将“雅”的内容和“丽”的形式统一起来。还有人注重将“丽”与“典”（儒家经典）相统一，提倡“典丽”：“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但过度逐“丽”也是被否定的，陈子昂批评南朝文学时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书》）这种对文艺形式之“丽”的重视对后来影响深远，成为一种审美标准和审美风格。明徐上瀛在评价琴乐时以“丽”作为其中一项审美标准，而且将“丽”阐述为：“丽者，美也。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淡出，非从妖冶出也。若音韵不雅，指法不隽，徒以繁声促调触人之耳，而不能感人之心，此媚也，非丽也。”（《溪山琴况》）强调“丽”的审美风格不同于“媚”，在于“丽”出于“雅”，而“媚”出于“妖”。❷指书法艺术于字体之外的余韵美。唐窦蒙提出此种概念，即“丽：体外有余曰丽”（《〈述书赋〉语例字格》）。


藻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有华丽修饰之美的言辞和文章，即“辞藻”。常见有“华藻”、“翰藻”、“绮藻”、“缛藻”、“文藻”、“赡藻”、“布藻”、“雕藻”、“玩藻”等。《礼记·玉藻》：“天子玉藻。”注：“杂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为旒。”孙希旦《集解》：“王祭天之冕，其旒前后各十有二，每旒之上，以五彩玉为饰，又以五彩丝为绳以系玉，谓之藻。”后引申为丰富多彩的文辞修饰和辞采华茂的文章。汉赋写法一般注重丰辞缛藻，穷极声貌。张衡云：“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规模。”（《归天赋》）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主要表现就是对“藻”的重视。刘勰指出当时“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梁萧统《文选》明确将文学定义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认为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在于其经过深沉构思、想象而表现出的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鉴于此，“藻”还用来指代人的才华，如魏阮籍“才藻艳逸”（《三国志·魏志·阮瑀传》），又赞曹植“逸才赡藻，夸其辞说”（南朝梁沈约《二十四史·宋书》）。过分的“藻”饰是被否定的，晋葛洪就反对“徒饰华藻”（《抱朴子·应嘲》）北宋司马光也持此论，认为文章只要表达清楚意思，不必有太多藻饰：“今之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答孔文仲司户书》）


象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周易》最早全面谈及“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下》）。意指天象和象征。前者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系辞上》）韩康伯注：“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这里皆将“象”与“形”对举，突出后者是占有一定空间的实体，而前者是这种实体“见”在心里的印象，故有：“形乃谓之器，见乃谓之象”（《系辞上》）。这样，“象”就在“形”与“意”间，故又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上》）。这就引申到“象”的另一内涵，即表示象征，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上》）又“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系辞下》）韩康伯注：“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老子开始以“象”为道的象征，提出“大象”，并认为“大象无形”，而《韩非子·解老》进一步将“象”确立为“意想者”。这种在“形”与“意”之间的“象”在艺术审美上意义重大，主要表现为注重艺术之“象”的直观性、象征性和主观性，且由于主观性融入的程度差异，又可分为物之“象”、意之“象”和象外之“象”。（1）物之“象”主要指可见在眼中的客观事物与现象。唐释虚中《流类手鉴》云：“善诗之人，心含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合我晦明。此则诗人之言应于物象，岂可易哉？”这里“物象”指客观自然的景物，偏重于物。（2）意之“象”是经过审美主体想象的艺术形象。分为两种：一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天然凑泊的即景、即物会心之艺术形象，称为“兴象”。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中极力倡言这种由“兴”而生的“兴象”；而当“象”中含有更多主体情思便为“意象”，刘勰最早在谈审美想象时提到“意象”，“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后常用“意象”作为一般的艺术形象使用，如“意象飘逸”（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意象浑融”（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意象空洞”（陆树声《谷城山馆诗集序》）等。（3）“象外”是指有限艺术形象之外的意蕴。三国魏荀桀最早提出“象外”：“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奉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魏志·荀桀传》）通过言、象、意关系说明“象外之意”是语言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在之意。三国魏王弼更明确指出：“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其“忘象”的目的正在于寻求“象外”。唐佛教的兴盛使艺术审美更加追求“象”之心、意，因东晋僧肇有云：“穷心尽智，极象外之谈”，“穷微言之美，极象外之谈”（《般若无知论》）。唐司空图《与极浦书》中提出“象外之象”。因为意在“象外”，所以要“超象”，所谓“超以象外”（司空图《二十四品》）、“神超象外”（翁方纲《五洲诗话》卷一）。同时，“象外”与“意境”有密切关系，唐皎然提出诗重“境象”（《诗式》），刘禹锡更为明确提出，“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


力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源于书法、绘画中用笔的力度美。汉蔡邕在谈“势”时将“力”作为书法艺术的重要美学范畴提出来：“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九势》）唐颜真卿认为“力”在书法中起到骨架作用：“力谓骨体”（《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清布颜图在谈绘画笔法时还强调用“力”周备：“画家与书家同，必须气力周备，少有不到即谓之庸笔、弱笔……笔之中气力周备而少无凝滞，方谓之使笔不为笔使也。”《画学心法问答》❷泛指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主体刚健挺拔和精神弥满的生气美。如“气力”、“风力”、“骨力”、“格力”、“笔力”等。王充《论衡·儒增》：“人之精，乃气也；气乃力也。”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文心雕龙·通变》。并以“风力遒”（《风骨》）形容有“风骨”之作品，以“风末力寡”（《封禅》）称缺乏力度的作品。钟嵘也认为诗歌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诗品序》），意思是诗歌在内容上要志气充满。北宋苏轼评杜甫诗为“格力天纵，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书唐氏六家书后》）南宋严羽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裁，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沧浪诗话·诗辨》）又屡赞“笔力劲健”、“笔力雄壮”之作（《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悟
 　佛教禅宗美学体认与把握美本体的根本方法，也是中国古代美学方法论的核心范畴。“悟”，即通过感受、理解、体会、领悟而获得的一种能触类旁通的知觉或直觉。此词来自佛教，亦称“妙悟”或“禅悟”，本是佛教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即通过人们的参禅达到一种心净澄明的精神境界。主张“道由心悟”，“由心悟道”，对“禅”的把握是由“心”而“悟”的，只有通过自心自性的“悟”才能获得生命之美，达到“顿悟成佛”。这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超越理性过程、超越现实的过程。对“道”的感悟是不期而至的，是主、客体的交融、渗透、契合而形成的一种体认或直觉。魏晋以后，“悟”在历代文人的作品、文论中被不断使用。谢灵运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中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表达了对大自然体察的审美感悟。唐宋以来，“以禅喻诗”、“通禅于诗”蔚然成风，“悟”这一概念在文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有“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之说，文人们不仅强调作诗赏诗时要心领神会、心解神领，而且要“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因为“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悟”作为美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美学规律和艺术技巧的体认与把握，根本方法在于“悟”。南宋姜夔说：“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白石道人诗说》）强调审美与艺术创作须有审美个性与审美差异性，但审美与艺术内在规律的获得，必须要通过“自悟”。二、要创造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根本的途径和方法仍然是“悟”。这个意义上的“悟”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兴会”、西方美学的“灵感”有着近似之处。宋韩驹《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龚相《学诗诗》：“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三、在审美欣赏过程中，要对审美对象的审美特性深刻领会与仔细玩味，获得审美超越，根本途径与方法同样是“悟”。吴可《藏海诗话》云：“少从荣天和学，尝不解其诗云：‘多谢喧喧雀，时来破寂寥’。一日于竹亭中坐，忽有群雀飞鸣而下，顿悟前语。自尔看诗，无不通者。”


独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儒道两家都强调“独”。《老子》说：“独立而不改。”“独”指一种不与他物相对待，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独立的“道”。《庄子》一书中也重视“独”的观念，它主要指悟道后的一种特殊的心灵境界，即一种自由的心灵境界，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畅然适心，悠然会意，此时，“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儒家美学也谈“独”，指在独处而无人察觉之时仍自觉地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要求，提倡自我道德修养。《荀子·不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认为君子是德行高尚之人，他们不仅能顺乎自然法则行事，而且能谨慎不苟、诚实不欺。《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主张道德修养要真心实意，表里如一，切不可自欺欺人。宋明理学尤注重这种“慎独”的自我修养方法。朱熹谓：“独者……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就此不睹不闻之中提起善恶之几而言，故君子慎其独”（《答张敬夫》）。“独”的精神滋润了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理论。自由而又圆融无碍的独的境界，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宗炳《画山水序》：“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在审美体验中，达到了“独”的高峰境界，人的自然生命和宇宙生命妙然契合，这是万趣融其神思的大乐境界。刘勰把进入体验中的心灵称为“独照之匠”。司空图《诗品·冲淡》云：“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于飞。”《高古》云：“黄唐在独，落落玄宗。”自己心灵入于宇宙境界，落落独立，就像一只独鹤在自由的飞翔。清末况周颐说：“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蕙风词话》）所谈的也是这种境界。


清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审美趣味意义上的“清”，尤其是作为诗美概念的“清”，是与人生的终极理想和生活趣味相联系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道家的清静理想。《老子》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第三十九章）“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王弼《老子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故惟清静，乃得如上诸大也。”魏晋玄学也重视这一概念。阮籍《清思赋》言美则“窈窕而淑清”，言心境则“清虚寥廓”，言时日则“清朝而夕晏”，言舆饰则“华茵肃清”，言身体则“清洁而靡讥”，言语言则“清言窃其如兰”，显出清正与一种超越世俗的气质相联系。“清”又指操行的清洁，常与“浊”对举，如《论衡》中有“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逢遇》）、“操性清浊，性也”（《骨相》）、“凡人秉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非韩》）的说法。在东汉的人物品评风气中，读书人以“清流”自任，又使清成为人物品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王充即称自己“为人清重”（《论衡·自纪》）。进入玄学盛行的晋代，清在人物品评中被用得格外频繁，有“清通”、“清直”、“清伦”、“清选”、“清才”、“清远”、“清流”、“清畅”、“清婉”、“清疏”、“清辞”、“清贞”等。《世说新语·赏誉》篇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也称陆机“清厉有风格”，从标示仪表、风度而言，“清”又逐渐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陆机诗中爱用“清”字，《日出东南隅行》一篇有“房出清颜”、“惠心清且闲”、“方驾扬清尘”、“清川含藻影”、“悲歌吐清响”、“浮景映清湍”六句，不难看出，“清”作为一种趣味、一种品格，几乎弥漫、渗透在他全部的感受和表现中。“清”作为士大夫美学的高级趣味，日渐成为文人自觉意识和体会，不仅形成“词要清空”的艺术主张，也日益深入到人生的各种情境中。


动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与“静”相对。由《乐记》首先提出。主要指情感、意志欲望发动、活跃的心理状态。包括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等，与“已发”、“情”等范畴相对应。这种范畴为后来宋明理学“动静之说”。如程颢云：“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定性书》）朱熹说：“熹谓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之为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矣，何人欲之有？”（《答何倅》）王守仁强调“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这些都是对“动”的情感、意志心理特征的深入讨论。参见“静”。❷强调艺术作品的飞动、灵动、生动之美，如唐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动：如欲奔飞曰动。”明徐上达《印法参同·撮要类》：“六要‘动’：纯而不动，则枯木死灰，有形无神矣。故刻画虽定，而运笔挥刀，流利活泼，俨有生气，若能与人相笑傲，而人不倦于应接，乃见精神。”


静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审美与文艺创作时情感纯粹、思虑澄明的心理状态，为道家哲学、美学精神所崇尚。老子已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十六章）庄子也认为：“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天道》）。他所提倡的“心斋”、“坐忘”同样也是对虚静的审美态度的强调。这种审美精神得到了后代文艺美学的极大重视，成为中国艺术典型的审美特征，如宗炳《画山水序》有“澄怀味象”之论，苏轼论诗强调“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明竟陵派每言“诗以静好，柔厚为教”、“喧不如静”（钟惺《陪郎草序》），“意加虚，神加静”（谭元春《与茅止生书》），不失“独坐静观者之心”（谭元春《诗归序》）。都符合老庄哲学、美学的“虚静”之旨。儒家强调伦理道德对情感意志的节制、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静”。《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规定了“静”的情感状态的本体地位，与“性”、“未发”等范畴相对应。这种“主静”的精神为后来宋明理学所重视，成为儒家美学的重要内容。如邵雍认为“因闲观时，因静照物”（《伊川击壤集序》），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太极图说》），已涉及人性论的本体问题，无疑是对中国古典美学“虚静”精神的一种深化。


势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军事与哲学概念。春秋末期《孙子兵法·势》：“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是指阵形、格局，处于一种不断运动、无穷变化的状态之中。东汉王充以元气论来解“势”。《论衡·物势》：“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小有气势，口足有便，则能以小而制大；大无骨力，角翼不劲，则以大而服小。”以“气”与“势”相关联，将“小有气势”与“大无骨力”相对待，表明“气势”与骨力意义相近，从而使“势”与生命力和精神活力联系起来，“气势”于是成为一种动态的超越形质的生命力量的显现，具有哲学审美意义。在审美艺术中，最先出现于书法艺术理论，主要指隐含于笔意、结构、章法中的飞动的生命力量，有“书势”、“笔势”、“形势”等之谓。东汉书法家崔瑗《草书势》将“势”形容为：“抑左扬右，冗若竦峙；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晋卫夫人《笔阵图》中形象描述了“千里阵云”、“高峰坠石”、“陆断犀象”、“百钧怒发”、“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等七种笔势。蔡邕则明确把“力”与“势”并提：“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九势》）王羲之《笔势论》中还将“势”与“形”关联：“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势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指出“形”中含“势”，“势”由“形”显。在文学理论中，主要指文体的特点、审美主体情思的动力作用下艺术所表现出的特定的生命力量和风格趋向。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提出：“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强调特定的文“体”品性所形成的文章特定之“势”，即文体本质规律下显现的特殊文章生命态势。又强调：“此循情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认为“情”是“势”的原初动力，而“体”是中间环节，即是情感力量推动审美主体选择相应的文体，再借助于文体的表现形式彰显出一种自内而外一致的风格力度之美。明清之际王夫之还提出：“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薑斋诗话》卷二）将“势”与“意”（神思）之“理”相连，指反映于诗人头脑中的、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神理。把握住“神理”，就会使艺术自然显现出一种“势”。


圆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艺术表现恰当圆满的美感特征，或者指艺术作品浑然天成，没有瑕疵的体貌、结构特性。如明代徐上瀛《大还阁琴谱》：“一曰‘圆’：五音活泼之趣，半在吟猱；而吟猱之妙处，全在圆满。宛转动荡，无滞无碍，不少不多，以至恰好，谓之圆。”清笪重光《书筏》：“古今书家同一圆秀，然惟中锋劲而直、齐而润，然后圆，圆斯秀矣。”❷审美思维灵动活跃，灵感活泼生动的情感、意志状态。如清笪重光《书筏》：“活泼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滞者其机圆，机致相生，变化乃出。”❸艺术意境圆融无碍，意味无穷，无雕琢痕迹。如清况周颐《蕙风词话》：“词中转折宜圆。笔圆，下乘也；意圆，中乘也；神圆，上乘也。”清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落笔要面面圆，字字圆。所谓圆者，非专讲格调也，一在理，一在气。”


润
 　中国古代书画美学范畴，指谓书画笔墨的一种特征，是墨色的晕染，以湿润为运墨特点，与墨色的干枯相对。明顾凝远《画引》在谈到用笔“枯润”时说：“墨太枯则无气韵，然必求润而漫羡生矣；墨太润则无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画生矣。凡六法之妙，当以运墨先后求之。”中国书画艺术是通过墨色的干湿燥润的变化来表现特殊的意境。因而，“润”也便成了中国书画美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枯润各有特点，在审美的创造中也各有不同的作用，艺术家常常以干枯取筋骨，以湿润取血肉，筋骨既定，血肉凝成，一个艺术生命体也就产生了。如清蒋骥所说：“用墨，润则有肉，燥则有骨。”（《续书法论》）然而墨的枯润变化奥妙无穷，艺术家的匠心也于此得到体现。古代书画美学中“润”常和“韵”联系在一起。王僧虔《笔意赞》说：“骨丰肉润，入妙通灵。”王昱《东庄论画》论“润”时说：“运笔古秀，着墨飞动，望之元气淋漓，恍对岚容川色，是谓真笔墨。”元气淋漓中，自有宇宙生生之趣，墨色的滋蔓中可以表现朴茂沉雄的个体情感。古代书画美学以润取秀，谓之“秀润”。正如南宋姜夔所说：“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续书谱》）润又常常被称为“和润”、“湿润”。润的笔墨能产生“柔和腴韵，温雅圆和”的审美境界。唐窦蒙《述书赋》云：“旨趣调畅曰润”就是指此。另外，音乐美学中也常运用润这一范畴，徐上瀛《溪山琴况》论乐音之润云：“盖润者，纯也，泽也，所以发纯粹光泽之气。……故其弦如滋，温兮如玉，泠泠然满弦皆生气氤氲，无毗阳毗阴偏至之失矣，而后知润之之为妙，所以达其中和也。”参见“枯润”。


枯
 　中国古代书画美学范畴，指谓书画笔墨的一种特征，与墨色的润相对。明顾凝远《画引》在谈到用笔“枯润”时说：“墨太枯则无气韵，然必求润而漫羡生矣；墨太润则无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画生矣。凡六法之妙，当以运墨先后求之。”中国书画艺术是通过墨色的干湿燥润的变化来表现特殊的意境。在审美的创造中，艺术家常常以干枯取筋骨，然而墨的枯润变化奥妙无穷，艺术家的匠心也于此得到体现。艺术家可以或偏于枯，或偏于润。如书法中欧体偏于枯，人称率更体，骨骼奇警，劲挺有力。但偏枯者不能弃润，枯与润必须斟酌用之。参见“枯润”。


中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中和之美是儒家追求的审美理想。其基本意思就是对立的两个因素或两个极端的中间，也就是合二为一、对立中求统一。《礼记·乐记》释“中”：“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在还没有被激发的时候，既不喜也不怒，无哀亦无乐，其心境是无所偏倚的，故谓之中。西汉董仲舒认为“中”不是《中庸》指的情“未发”之时，而是指已发之“情”应保持无过无不及的状态，“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北宋邵雍说：“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发而中节者也。”（《观物外篇》）。儒家传统不主无情，而主“节”情，将人的思想感情容纳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规矩之中，与佛、道主无情说不同。“中”作为一种与“和”相关的概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中”则是指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儒家论中和，偏重于把其作为道德准则及行为方式的中庸哲学。这种哲学体现在审美观念中，就形成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理想。


旷
 　中国美学范畴，指旷远阔大的审美境界。《老子》：“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魏晋人常以这种境界作为衡量人格的重要的标准，这种心境地负海涵，舍弘一切，博厚高明犹如天地宇宙，具有超凡脱俗的胸襟。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若乃远心旷度，赡智宏材。”南朝谢灵运《富春渚》诗云：“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唐释皎然论诗十九字云：“达，心迹旷诞曰达。”将旷远的心胸作为审美构思的最佳场所。唐司空图《诗品》有旷达一格。旷者，昭旷也；达，达观也。胸中具有道理，眼底自无障碍。宋元以来，书画艺术一直追求远旷的意境，平沙远水，荒天寂地，常被视为画之极境。文学上也追求这种远旷的意韵，如明竟陵派论诗提出“其游止贵旷，拘则否”（钟惺《简远堂近诗序》）的主张，认为“空旷孤迥”、“荒寒独处，稀闻渺见”之境是诗家追求之根本。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指认“旷”是东坡词主要的词风。


浑
 　中国美学范畴，指浑厚无迹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境界。浑，即浑融，或浑成、浑化等。周济就用“浑化”二字要求寄托为词时寄言与寄意的关系。胡应麟《诗薮》：“盛唐一味秀丽雄浑”，继而评价李白、杜甫：“李才高气逸而调浑，杜体大思精而格浑。”王夫之在他的多部《诗评》中常常用“浑成”、“浑浑成成”等词来评价这种浑然天成的艺术描写。孙麟趾《词经》：“词至浑，功候十分矣。”王国维在论意和境的结合时，以“浑”作标准：“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人间词话乙稿序》）“意与境浑”讲的是意与境结合的最佳状态，浑是衡量意境深浅的最高标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首列“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据此，则“雄”为内、为体，是积学养气所致的伟大魄力。即所谓“真体内充”，“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浑”为外、为用，是这种内在魄力所表现出来的浑成自然的外在气象。


厚
 　中国诗歌美学范畴，明末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文学主张之一。认为作诗必须读书养气、励志精思，以达到诗歌内容深厚、艺术水平深厚的要求。公安派论诗主张倡发性灵，主要是崇尚一种敢于背叛传统观念的主观精神，追求作者主观精神的独创性。但此举之弊使一些人望风附和，反而失于精神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浅露。继之而起的竟陵派也主张发抒性灵，但更强调“深厚”，认为厚可以从灵出，但灵并不等于厚，还必须读书养气，才能达到“厚”的境界。谭元春说自己的文学主张是：“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诗归序》）钟惺更是反复论述了“厚”这一主张：“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与高孩之观察》）视“厚”为诗歌意境创造的极致。钟、谭论“厚”的美学意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诗中包孕多，情意深厚。“只是极真、极厚，若云某句某句佳，亦无寻处。后人一效拟，便失之远矣！”（《古诗归》卷三）“读王、储《偶然作》，见清士、高人胸中皆似有一段垒块不平处，特其寄托高远，意思深厚人不能觉。”（《唐诗归》卷八）二、艺术表现妙，意境浑厚。“极真！极厚！不作一体面勉留套语，然亦愤甚，特深浑不觉。”（《唐诗归》卷九）“韵诗难得如此浑成，常宜诵之，以接喉间清气。”（《唐诗归》卷九）三、语言功底深，笔力厚重。“千古特识具眼，以厚力深骨出之。”（《唐诗归》卷二十七）“汉魏深厚处，其力乃能到此。”（《唐诗归》卷五）四、平时多读书，厚养其气。“多读书，厚养气。”（《周伯孔诗序》）“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与高孩之观察》）


远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中国山水画散点式的特殊透视法。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为中国古代山水画所追求的一种技法。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宗炳《画山水序》也强调：“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❷指艺术形象超越具体形象之外的意蕴。由于技法之逐远，使得艺术形象的欣赏亦自然追求一种“远”，这种意蕴在其形象之中，犹嫌不足；在其形象之外，犹嫌有余。明徐上瀛《大还阁琴谱》：“远与迟似，而实与迟异，迟以气用，远以神行。故气有候，而神无候。会远于候之中，则气为之使；达远于候之外，则神为之君。至于神游气化，而意之所之玄之又玄。时为岑寂也……盖音至于远，境入希夷，非知音未易知，而中独有悠悠不已之志。吾故曰：‘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也。’”清王善《治心斋琴学练要·总义八则》：“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所谓远也。”❸指超凡脱俗的审美意境。清恽寿平《画跋》：“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绝俗故远，天游顾静”（见《瓯香馆集》卷十一）。


虚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艺术形象的无言、无笔和无象的“虚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无限意境之“虚”，与“实象”相对。源于哲学意义上的空无。《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庄子》明确指出：“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世间》）郭象注：“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认为“虚”是一种心灵的空无状态，其中承载的是道。唐司空图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强调：“返虚入浑，积健为雄。”（《二十四品·雄浑》）中国艺术审美重视“虚象”，如书画艺术中钟繇的“飞白”，文学理论中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皎然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司空图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皆是对“虚”的强调。❷指审美主体情感神思之“虚”，与审美客体对象之“实”相对。宋代范希文《四虚序》：“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把诗歌所描写的景物称之为“实”，把寄寓其中的情思称之为“虚”。❸指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妄”，与“真实”相对。王充以此作为衡量艺术的标准，要求文章必须符合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真实，反对“虚妄”和虚构。与此相对，就是提倡艺术表现的“虚构”，认为两者应该统一，如清李渔提出“审虚实”：“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又明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五杂俎》卷十五）明李日华在《广谐史序》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故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泼然。”清刘熙载把“象物”分为：“按实肖象”（即照物模拟）和“凭虚构象”（即艺术虚构）两种（《艺概·赋概》）。❹指艺术修辞的“虚字”，包括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与名词、数词等“实字”相对。“虚”、“实”字的活用，可以增强艺术效果。注重“以实为虚”（杨万里《诚斋诗话》）、“用虚字呼唤”（张炎《词源》），而且不能偏废，“实字多则健，虚字多则弱”（方东树《续昭昧詹言》）。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理论常分论“虚”与“实”，也常复合为“虚实”这一范畴。参见“虚实”。


实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充满激情与灵感的创作心态。唐窦蒙：“实：气感风云曰实。”（《〈述书赋〉语例字格》）❷指结构紧凑、精密。清袁三俊：“结构：结构不精，则笔画散漫，或密实，或疏朗，字体各别，务使血脉贯通，气象圆转。”（《篆刻十三略》）❸艺术形象显现于言、笔、形的“实象”以及有限艺术境界之“实”，与艺术形象的无言、无笔、无形之“虚象”以及无限意境之“虚”相对。❹指审美客体对象之“实”，与审美主体情思之“虚”相对。❺艺术模拟的客观“真实”，与艺术表现的“虚构”相对。❻指艺术修辞的“实字”，包括名词、数词，与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虚”字相对。“虚”与“实”也常复合为一“虚实”范畴，详“虚实”。


无
 　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范畴。原指无形、无名、虚无等。始源于老子。老子认为有和无统一，“有无相生”（《老子·二章》），但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认为无比有更为根本。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认为“无”并非完全不存在，而是万物的根本或本原。“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庄子·天地》）“万物出乎无有。”（《庄子·庚桑楚》）魏晋时，有无关系成为哲学美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何晏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道论》）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四十章》）。道家的“本无论”思想，经魏晋玄学的张扬后，禅宗进一步认为佛性空无一物，“佛性无形”（《曹溪大师别传》）。惠能《坛经》中的“无念”、“无相”、“无住”、“无忆无著”、“无头无尾”等，都突出了佛性禅悟以“空”、“无”为本的特点。这种人生超脱意义上的空、无观念被演绎到艺术之中，成为艺术境界和艺术创构的审美法则，从而出现了艺术、美学中对诸如“无我之境”的追求。道、禅所阐发的审美之“无”对中国艺术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庄子的“虚而待物”、荀子的“虚一而静”等对中国艺术处理虚实关系的影响，庄、禅的无、空观念对中国艺术空间意识的影响，庄子的“忘我”、“齐以静心”和禅宗的“无念”、“空”等对中国艺术创作的审美心胸（虚静心态）的影响等。由此认为：“天下之妙，莫妙于无；无之妙，莫妙于有。”（王夫之《庄子通·刻意》）遂成为艺术中具有生命底蕴的生机无限的审美之“无”。如王夫之《薑斋诗话》谓：“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画处皆其意也。”清笪重光《画荃》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戴熙《习苦斋画絮》：“画在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至于书画美学中的“飞白美”、“空白美”，都是明证。


心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审美主体的心灵。❶指创作主体的审美心胸与修养工夫，并将其作为艺术境界高低的关键。先秦，庄子最早将“心”与人生相联系，认为体“道”的关键在于修“心”，提出“心斋”、“坐忘”，而这种“心斋”、“坐忘”正是美的观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体，也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根据。至魏晋南北朝，嵇康、阮籍又将庄子的“心”落实到文学实践中。在玄言、游仙和山水诗等艺术中实现“游心”之美：如“游心太玄”、“游心于寂寞”、“游心大象”等。至唐代，禅宗提出“即物即心”，心物一元、融物于心的物我统一之“心”。对当时美学有很深影响，如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绘境》）刘禹锡：“心源为炉，笔端为炭。”（《刘禹锡集》）北宋晁补之所云：“自昔学者，皆师心不师迹。”（《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尤其是王昌龄“意境”概念的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极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用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诗格》）三境皆源于“心”。皎然论诗同样注重“境”与“心”的联系：“道流迹异人共惊，寄向画中观道情。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澹然无所营……眄睐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笔端”（《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这样，“心”由魏晋审美中的“心”、“物”对举上升到唐代的“心”“物”交融，讲究“缘境”、“取境”、“造境”，于是，“物”成为“心”之“物”，“境”亦为“心”之“境”，从此，“心”就成为融物于己的本体性存在，即为艺术本体。后宋、元之际方回明确指出：“心即境也”（《心境论》）。❷指心物交接时心灵的感应，并此为艺术发生的源泉。《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唐韩愈的“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送高闲上人序》），皆言此意。❸指审美主体的个性气质，注重创作主体心灵特征与艺术作品审美风格的关联。“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焦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礼记·乐记》）即汉扬雄所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法言·问神》）金代元好问的“心画心声”（《论诗绝句三十首》）。


性
 　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范畴。❶儒家指人生所秉的道德善恶。孔子最早言及性，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中庸》中以性为天命，言“天命之谓性”。至荀、孟始将人性赋以善恶：孟子把“性”善建立在“心”的四端上，并提出人性“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无伪而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西汉董仲舒继之提出“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明号》），认为性有“三品”，而一般的性仅指“中民之性”，介于善恶之间。许慎将性解为：“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说文解字》）宋程朱学派以性为宇宙本源，程颐以理为性，“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遗书》卷十八）。朱熹也认为：“性即是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朱子语类》卷五）而陆王学派则明确以心为性。陆九渊提出：“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隅不同耳……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象山先生全集·语录》）王守仁更明确指出：“心即性，性即理。”（《传习录》）然无论理学还是心学，又同时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传习录》）和“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因此，这“性”、“理”主要还是排斥情感的道德礼仪，是以理统情。❷道家之性指人天生所具有的自然特质，“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强调超越礼俗的特质，“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真性”即为真美，“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马蹄》）。魏晋时期玄学家将庄子的人性观上升为一种对才性的审美，崇尚不拘时俗的率真、衷情的人格之美。其所言情，是一种不违真性的天地“大情”，如王弼提倡“性其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即圣人有情而不违理；而反对“情其性”，即小人的违理任情。❸指人自然所生的情感与欲望。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已初露端倪，其将“性”与情、心相联系。认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又说：“好恶，性也”。（郭店楚简）这“喜怒哀悲”以及“好恶”皆是人的情感意绪，而“情生于性”、“情出于性”，同时又强调“道始于情”、“礼作于情”，因此，与儒家性观相反，强调以情统理，肯定性、情感的本位性，由此认为：“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同上）认为艺术的“声”源于情，并将审美的“可悦”与情联系起来。北宋张载则进一步将人的生活欲望、人的本能归之为性，“饮食男女，皆性也”（《正蒙·乾称下》）至明中后期，逐渐视人心所有的自然情感、欲望为人性之本，如李贽的“童心”、袁宏道的“性灵”、汤显祖的“唯情”以及冯梦龙的“情教”皆反映了这种美学倾向。❹隋唐佛教将性指为佛性，即不因客观条件而改变的恒常、“真如”和空性。“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大智度论》卷三十一）。至禅宗，将性理解为“平常心”，提倡“明心见性”，使得这时艺术具有意境的空灵和平淡特征。❺清代开始将“性”从客观层面进行理解，如黄宗羲认为性是气的条理性，气“秩而不变者，名之为性”。戴震则在性灵之外给性找到“血气”的质素：“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孟子字义疏证》）反映到艺术审美中，坚持性情、性理以及情理的统一。王夫之提出：“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明诗评选》卷五）又认为：“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古诗评选》卷二）皆体现出这种倾向。


仁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哲学范畴。源出《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意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开始将“仁”与美学关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仁的核心是“爱人”，这是将“仁”上升为一种心理层面。所谓“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同时，“仁”是一种心性的自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上）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将道德自觉与“乐”相关联，此外，孔子还对“仁者”特征进行审美观照：“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同上）孟子将“仁”明确为一种审美人格：“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汉董仲舒将“仁之美”与“天”相联系，“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而孔子、孟子人格意义上“仁之美”就成为“天地之美”的自然感应，从而神化“仁”的人格美。并进一步指出“天地之美”在于“中”、“和”：“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同上）。这种基于“仁”的人格审美对后世如宋明理学美学影响较大。


诚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审美主体思想感情的真实无伪，是审美心胸和审美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人常以此判断艺术境界高下的审美标准。《周易》已提出“修辞立其诚”（《乾卦·文言》），意谓修饰文辞要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观点对后来文艺审美影响深远。如论文讲究“精诚由中”（王充《论衡·超奇》）；论乐要“著诚去伪”（《礼记·乐记》）。金元好问对“诚”有全面论述，认为其是艺术的根本：“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杨叔能小亨集序》）这种“诚”源于对自心的忠实：“由心而诚，又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同上）只有“诚”才能言有所宗，人有所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同上）明袁宏道也强调诗只有“诚”，才是“真诗”，才能带来真正愉悦，“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陶考若枕中呓引》）。


意境
 　中国美学范畴。指抒情表意在诗、画、歌、舞以至园林艺术中的审美境界。是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的交融结合。境是基础，意为主导，意境创造或偏“意胜”或偏“境胜”，但均是情意物化、景物人化、具体景物熔进艺术家感情和意图而构成的一种新颖独特的景象。中国意境理论形成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易传》的“立象”与“尽意”、庄子的“言不尽意”、“诗六义”（赋、比、兴、风、雅、颂），都是意境论形成的重要基础。汉魏六朝，陆机、刘勰、钟嵘等人对情与物关系的论述，“意象”、“滋味”、“风骨”、“神韵”等美学概念的提出，对意境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佛教的传入，释家倡境界，对意境论的形成更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其成熟时期为唐代，唐王昌龄首创这一名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诗格》）。并提出“景物兼意入兴”、“理入景体”、“景入理体”；司空图提出“思与境谐”、“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与王驾评诗书》），均为对其基本特征的深刻论述。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刘禹锡讲义得言丧，境出象外，最早精确说明了意境的内涵。严羽《沧浪诗话》：“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说明意境不在象内，而在象外。明谢榛《四溟诗话》：“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则明确提出“意境融彻”。清郑板桥指出写意画表现人的意境的重要性，说：“大起造，大挥写，亦有易处，要在人之意境何如耳。”（《板桥集补遗》）把它看作是艺术家主观精神所表达的境界。近代王国维运用东、西结合的研究方法，总结了我国古代意境理论，提出：“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现代美学家宗白华，把意境说提高到民族美学精华的高度，系统阐述了意境学说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指出意境的意义，是介乎功利境界和伦理境界的艺术境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艺术境界主于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认为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意境是禅境的表现。道、舞、空白是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具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意境论实质，是探讨艺术形象特征和非形象意蕴的美学意义和我国民族独特审美范畴和艺术审美规律，它所揭示的艺术创造过程中物我、情景、虚实等结合的审美原则，是对中国人审美心理规律的高度概括，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自然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艺术创作以自然为师；艺术表现情感真切自然；艺术手法反对人工雕琢；艺术风格浑然天成。早在战国时代，崇尚自然的风气就很普遍。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天地自然自有美，人们只需听其自然，就可以达到目的。刘勰从缘情言志的角度论述自然表现的必要：“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初唐陈子昂反对“彩丽竟繁”的绮靡文风，倡“汉魏风骨”，逐步形成唐代文学中崇尚自然的风气。北宋欧阳修进一步认为自然风格是艺术永恒的标准：“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唐元结阳华岩铭》）明清时代，文艺中表现个性、情感更加普遍，自然风格得到格外重视。李贽首倡“童心说”，强调“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焚书·杂述》）袁宏道倡“趣”，以为“趣得之自然者深”（《袁中郎全集·叙陈正甫会心集》）。叶燮发挥庄子思想，认为“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已畦文集·滋园记》）。认为不可定春秋季节之优劣，因其“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原诗·外篇》）在书法美学思想中，汉扬雄认为书为心画，以心迹之自然表现为贵。南齐王僧虔以自然作为品书标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书法创作中，“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佩文斋书画谱·唐太宗指意》）。孙过庭论书，以为妙笔精书应“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书谱》），张怀瓘认为书之道在于“学之于造化”，“各挺之自然”（《书断》）。宋、元、明、清，自然为书体之先，论家不乏其人，至清末刘熙载，仍认为：“书当造乎自然。”（《艺概·书概》）在绘画美学中，崇尚自然风格，也由“天趣”、“天然”的审美判断原则，逐渐明确为“自然”的审美范畴。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认为“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被许多人认为至高无上的神品，在他的眼中不过是“失于自然而后神”的作品，充分体现唐代绘画创造对于感情的自由表现的要求和审美风气的变化。所传王维《山水诀》：“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也以此为审美标准。宋代文人画特别提倡自然风格。韩拙论画山水，认为有“华”有“实”，“实为质干也，华为华藻也。质干本乎自然，华藻出于人事……自然体也，人事用也”（《山水纯全集》），以此为艺术创造的根本。苏轼认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清唐岱（1673—1752）将此范畴与学问、法理相联系：“自然者学问之化境，而力学者又自然之根基。”（《绘事发微》）。这一范畴的确立与发展，表明崇尚自然的道家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深远影响。


神气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指人的风姿神貌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在两汉，“神”“气”两个概念已经常连用，当时主要指人的风神气质。后这一概念被引入艺术创作和鉴赏领域。东晋顾恺之论及人物画肖形和传神关系时说：“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魏晋胜流画赞》），又说“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卷五），认为形是绘画基础，神气是要表现的重点，形神结合，才有艺术魅力。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评晋明帝画云：“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从唐代起诗文领域也开始重视神气之说。殷璠提出：“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河岳英灵集·序》）既指创作构思的神思，也指艺术作品要有神韵。明清时期，随着各种艺术样式的发展，神气说受到普遍重视。王世贞论文强调“兴与境诣，神合气完”，徐沁论画也要求“气韵精神各极其变”。在戏剧方面，王骥德强调“风神”“标韵”，汤显祖重视“意趣神色”，其含义与“神气”相近。都将“神气”作为概括艺术生命的重要范畴。董其昌明确指出：“文要得神气。”把文章有无生命力，能否产生审美效应归结为能不能得“神气”。❷指艺术家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古代美学认为，艺术家要创造出具有“神气”的作品，首先要保持自己“神气”的充沛，使生理和心理处于最适合艺术创作的自由状态。孟子提出“养吾浩然之气”，庄子要通过“心斋”、“坐忘”达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界。王世贞认为创造艺术形象时，只有“神合气完”，才能“兴与境诣”（《艺苑卮言》）。董其昌强调“人若调养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无解悟无神气”（《画禅室随笔》卷三）。清叶燮提出艺术家创作时要“神旺气足”（《原诗》内篇）。都从审美主体的角度论述“神”“气”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中，“神气”与“气韵”、“神情”、“兴趣”、“性灵”、“神韵”等概念交错叠合，对“神气”问题的论述经常与“形神论”相连。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审美主体的重视。


气韵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指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美感力量，又指超越艺术形象的主观审美体验，艺术家的品格和艺术作品的风格。它与人的个性、气质相关，是生命的律动和个体的才情、智慧和精神之美的统一。是趋向于音乐境界的美。语出《郑道忠墓志铭》：“君气韵恬和，姿望温雅，不以臧否滑心，荣辱考虑。”以“气韵”表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南朝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已开始应用此概念于文艺品评中：“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说明作家内在的个性、气质、才情具有音乐感的表现。谢赫进一步把它确定为绘画理论批评的基本范畴。《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强调审美对象和艺术家自身及其作品表现的音乐境界和富有生气的美感力量。陈姚最《续画品》评谢赫时也使用这一概念：“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表示艺术作品的内在生命力。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它与“形似”相对，作为“神似”的同义语：“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又以此评山水画，认为表现自然美的题材，也能达到这种审美效果。其评陈恪云：“工山水……有气韵。”五代荆浩《笔法记》把这一概念，全面应用于山水画的审美评价中，认为它与意境构思密切相关：“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把“气”与“韵”对举，表示艺术家选取描绘的对象，应当超越形象之外。宋郭若虚强调作品的“气韵”，取决于画家的“人品”：“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把艺术家主观的人格精神，提高到审美创造的首要地位。敖陶孙《臞翁诗评》称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则以此概念表示作品的艺术风格。自此以后，每有艺术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把它作为时代和作品的审美风格。明许学夷（1563—1633）《诗源辨体》卷三十二，称唐诗之盛衰则在“气韵”，中晚唐诗“气韵衰飒”。屠隆《李山人诗集序》亦称陶潜、孟浩然诗“以气韵胜”。清黄钺《二十四画品》把它列为一品，亦指艺术风格，认为其特点是“妙在画外。如音栖弦，如烟成霭。”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又把“气”与“韵”并举：“气者，气味也；韵者，态度风致也。”说明它表现于艺术形象的形式美之外，需鉴赏者细加品味，方能感受其生命力。该范畴已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学鉴赏与创造的审美要求的最高准则。参见“气韵生动”。


神妙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神”与“妙”兼达的审美境地。源出《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谓之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中国历代都视神妙为美的最高境界。但对其内容的理解则有所差别。有的将“神”与“妙”分用，“书画之妙，当以神会”（沈括《梦溪笔谈·书画》）；“学古诗者，以离而合为妙，李、杜、元、白各有其神”（袁中道《四牡歌序》）；“元曲之妙，全在顿挫，必一唱而形、神毕出”（徐大椿《乐府传声·顿挫》）。有的则将“神”、“妙”合用，“神妙独见”（嵇康《声无哀乐论》）；“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但都认为以妙至神，由神得妙，互不可分。对神妙之境，不少学者认为“阴阳不测谓之神”（《周易·系辞上》），“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即是奥妙难测，是不可言传的。但有的学者则认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神道无方，触象而寄”（刘勰《文心雕龙》），不是不可捉摸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以“道不离器”为依据，认为“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他并进而指出神虽然不离器物，但对神妙的境界，“不可泥迹以求之”，不能滞于器、物之迹。“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于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者也”，反映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独到见解。


神理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❶意谓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自然神妙之理。语出曹植《武帝诔》：“聪镜神理。”南朝梁刘勰将此语引入文艺美学中。《文心雕龙·原道》：“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认为道是宇宙本体，天地万物之美均为道的体现，人文（包括具有审美性质的艺术品）　亦然。而人文始于上古圣人之画八卦，作《洪范》（即九畴），八卦、《洪范》又本之于《河图》、《洛书》，其间有超乎人力的神奇规律发生作用。以此论证美的必然性。又认为“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文心雕龙·情采》）人之性情发为文章，乃是神妙而必然之理。而“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文心雕龙·丽辞》），由于神理的作用，诸种事物莫不相互对立而存在。以此论证骈骊对偶之文的合理性，反映了崇尚文辞声色之美的观点。清叶燮则以此说明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意态，认为作诗时学习古人，当“会其指归，得其神理”（《原诗·内篇》）。批评明末“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同上）。❷指审美观照、艺术创作时的思理、条理。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认为诗中条理不应太切近执著，也不当远而无涉，应以诗人审美感受的自然逻辑为条理，则神妙莫测，似远而近。又强调“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诗歌当以表现作者审美感受为主。这种感受有条理地反映于作品中，即谓之势。


风骨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人物品评用语。魏晋时重视人物风神的清明爽朗之美，如《世说新语》所载，当时人们常用“高爽有风气”、“风韵遒迈”来加以形容。又重视人物骨相体貌的端直挺拔，称道人物“垒块有正骨”。两方面结合而为“风骨”，以形容人物爽朗挺拔、富于生气和力量之美，如称美王羲之“风骨清举”。南北朝时人们亦将此语移用于绘画理论。谢赫《古画品录》已多用“风骨”、“风范”、“气力”、“骨法”、“骨梗”之类评语。他提出“六法”作为评画标准，其一为气韵生动，指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风度、气质，反映其精神面貌，其意近于“风”；其二为骨法用笔，指线条勾勒遒劲有力，以表现人物的骨相体态，其意与“骨”相通。六朝书法理论也运用风和骨的概念。传为卫夫人所作《笔阵图》云：“善笔力者多骨。”指用笔有力。袁昂《古今书评》称王羲之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则指书法艺术能给予欣赏者一种富于生气、神采的美感。在文学领域，刘勰最先将“风骨”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引入文论，《文心雕龙》中有《风骨》专篇，认为作品首先应具备风骨，同时加以适当的采丽藻饰，便可成为“文笔之鸣凤”。钟嵘《诗品》亦屡用“风力”、“骨气”等语。唐初，作家、批评家为扭转柔靡文风，更提倡风骨，并以建安风骨为楷模。陈子昂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都开风气之先。后世理论、批评家仍常用“风骨”一语。对“风骨”的含义，学术界尚多歧见。或以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或以为风侧重于情感，骨侧重于思想；或以为风骨相当于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或以为风是对文章情志的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词语的美学要求；或以为风骨之美要表现创作对象的神态，又必须是一种自然之美。


意象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意，审美观照和创作构思时的感受、情志、意趣。象，出现于想象中的外物形象。两者密不可分。有时偏于“象”义，指通过审美思维所创造的融汇主体意趣的形象。其语源出《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魏晋时象、意关系成为玄学家探讨的重要题目。由于山水审美意识发展和玄学、佛教世界观的影响，人们在审美观照中逐渐通过观赏物象而玩索其悠远意趣。晋宋之际宗炳即提出“山水质有而趣灵”、“澄怀味像”的命题，以“象”指外物形象。于是“象”遂成为美学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明确提出“意象”一语，“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以说明构思时须对审美观照中的意趣、情志和浮现于脑际的外物形象进行加工。唐以后“意象”一语用于艺术论中渐多。张怀瓘《文字论》自称其所作草书有若禽虎豹、执蛟螭，有蚴蟉盘旋之形势，“探彼意象，如此规模”。意谓通过艺术思维活动，将对于客观物象的审美感受融入草书作品之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缜密》亦云：“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何景明（1483—1521）　指出：“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与李空同论诗书》），强调既要描绘物象，又要表现主体的审美感受，两者应密合无间。王廷相进一步认为：“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更指明审美意象乃是诗之本体，强调了诗歌以融汇作者情思的形象而感动读者的特点。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也有以意象概括一时代一种体裁或某一作家的艺术形象特点的，明陆时雍在《诗镜总论》指出：“齐梁老而实秀，唐人嫩而不华，其所别在意象之际。”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亦说：“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抑或与诗略有不同。”


虚与实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虚实一词，源出于《战国策·西周》：“夫本末更盛，虚实有时。”先秦时期，老庄学派在论述有与无的关系时，已反映出虚与实的思想，《老子》提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朴素地意识到“有无相生”的辩证关系。并由此提出“大音希声”的美学思想。庄子也把“无”看作“有”的根本，认为“道”就是天，天就是自然。把合乎“道”，顺乎自然的“天乐”当作“至乐”，进一步提出“至乐无乐”的思想。儒家也认为宇宙是虚实的结合。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同时要求从实到虚，发展到神妙意境，“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西晋陆机提出文学创作就是将虚无、寂寞的心意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文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也强调：“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强调在艺术形象的有限描绘中，显露出文外丰富多彩的生活意蕴，已触及到以实显虚，以虚带实，虚实相生的虚实论根本特性。隋僧智果明确提出书法艺术中“虚”的概念，要求字体结构虚实相间，相映成趣，笔画疏密有致，具有审美力量。唐欧阳询所著书法理论《三十六法》于书法艺术的虚实处理问题，论述得更详细全面。在绘画艺术领域，宋李成提出：“左右林麓，铺陈不可太繁，繁则堆塞不舒”，“烟林之木亦宜疏，密则繁絮”（《山水诀》），是绘画艺术中虚实理论的滥觞。在诗文方面，唐人开始用虚实论探讨审美意象的结构和特征。皎然《诗议》提出：“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主张“假象见意”、“情在言外”。刘禹锡认为意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境生于象外”（《刘梦得文集·董氏武陵集纪》）。司空图概括意境的特征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强调虚空的作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他们认为诗歌创作要由实出虚，通过具体有形的实象表现虚无的意象，这样才能产生意境深远的作品，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宋范晞文从诗歌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揭示了虚实论的审美特征，强调“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对床夜语》卷二），通过描写景物表现思想感情。明清时期，虚实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到各种艺术样式之中，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范畴。在绘画方面，唐志契提到画幅大小与虚实运用的关系：“小幅宜用虚，愈虚愈妙。大幅则须实中带虚，若亦如小幅之用虚，则神气索然矣”（《绘事微言》）。董其昌从用笔方面强调虚实互用，疏密相间：“须明虚实，实者，各段中用笔之详略也。有详处，必要有略处，实虚互用，疏则不深邃，密则不风韵，但审虚实，以意取之，画自奇矣。”（《画禅室随笔》卷二）清笪重光论画面处理空间方法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筌》）。清石涛、丁皋等人，强调艺术中的虚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丁皋说：“凡天下之事事物物，总不外乎阴阳。……惟其有阴有阳，故笔有虚有实。惟其有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故笔有实中之虚，虚中之实”（《写真秘诀》）。在小说创作中，虚实论首先用于探讨历史演义小说中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明熊大木、袁于令认为小说与史书不同，“贵幻”而不是“贵真”，允许脱离史实进行虚构，进而论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明李日华《广谐史序》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故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泼然。”明清的戏剧理论也很重视虚实。明王骥德指出：“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以实而用实也易，以虚而用实也难”（《曲律·杂论上》），认为艺术创作要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清李渔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提出要“审虚实”：“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闲情偶寄》卷一）。在诗文方面，明谢榛认为诗句中的情景，写景为实，抒情为虚，强调应虚实结合，情景交融，“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四溟诗话》卷一）。并进一步指出景也分虚实，实景即死景，穷其形相，缺乏韵趣；虚景即活景，委婉有味，能激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主张“凡作诗不宜逼真……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四溟诗话》卷三），强调诗歌要有象外之象，言外之意，以不即不离，若有若无为美。清刘熙载以虚实理论分析艺术的审美趣味，认为“《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艺概》）强调艺术虚构的重要：“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同上）。中国古代美学中虚与实的理论与意境、情景、形神、疏密、显隐等范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体系。


情与景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中国古代文论很早就开始探讨“情”和“景”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已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强调触景生情，抒发因景而生的思想情绪。唐代以后，对情景关系的论述，日益精细。唐皎然认为在诗歌创作中，作者的真性情须借助于景才能表现，情景融合构成诗的意境。提出诗歌“取境”有两种方式，一是从生活出发，先取境美，融入情思；一是先积精思，意静神旺，触景而发。两者都要求做到情景交融。司空图要求诗歌创作不仅要有“象”有“景”，而且要表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并进一步提出“思与境偕”，认为诗的最高造诣在于作者的情性、思想、感兴与客观的境遇和景物和谐一致，要求诗人从实景出发，做到景实、情实、理实，融情入景，不着痕迹，情景双融，自然而然。宋代诗论家通过对“情”与“景”关系的分析，进一步探讨诗歌审美意象的结构和类型。范晞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情景相融而莫分也”（《对床夜话》卷三），并具体分析了杜诗中“情”“景”结合的几种不同方式，如上联景，下联情；上联情，下联景；景中之情；情中之景等等。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分析了“情”“景”结合的多种方式，认为尽管“情”“景”结合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是“景在情中，情在景中”。宋元诗论家对“情”“景”关系的探讨，为明代诗论家所继续。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指出：“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情景的内在统一是诗歌意象的基本结构，“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只有“情”“景”交融，诗才具有丰富的内涵。他还将“情景”和“虚实”、“奇正”等范畴相结合。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了关于“情”与“景”的系统理论。认为诗歌意象是“情”与“景”的结合，“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卷五），无景之情和无情之景皆不能构成审美意象。指出“情”“景”结合是内在的统一，它在直接审美感兴中实现，“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暌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而生”（《古诗评选》卷五）。看到“情”“景”关系的复杂性，指出“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薑斋诗话》卷二），面对同一种自然现象，人们的情感态度可以截然不同，同一个人面对一种景色也可以产生很复杂的情感，并都可能在诗境中表现出。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的“情景说”，推动了诗歌的创作、鉴赏和批评，使中国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标准和价值。


浓与淡
 　中国古代的一对美学范畴。主要指艺术作品的风格。“浓”指浓艳、华丽、雕饰；“淡”指淡雅、质朴、自然。梁钟嵘首先把浓淡用于诗歌的鉴赏，批评永嘉以后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唐司空图已明确以“浓”、“淡”表示浓丽与淡远两种风格，他重视诗歌的韵味和含蓄，特别强调冲淡的风格，推崇王维、韦应物一派的作品“澄淡精致”（《与李生论诗书》），认为淡远的诗歌最能收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效果。并把浓丽和淡远两种相反的风格统一起来，提出“浓尽必枯，淡者屡深”。北宋苏轼受此影响，认为陶渊明、柳宗元的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并提出为文当“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见何文焕《历代诗话》）。明谢榛从诗歌语言角度主张浓淡兼顾，提出“作诗虽贵古淡，而富丽不可无”（《四溟诗话》卷一），“律诗虽宜颜色，两联贵乎一浓一淡”（同上卷二）。认为关键在浓淡得宜，要在浓淡交错映照下显示出诗歌语言的和谐美。明袁宏道将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艺术风格相联系，认为“淡”出于性灵天然，非人力可造。“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叙咼氏家绳集》）。明清时期常以浓淡作为音乐书画的审美标准。徐上瀛论琴曲，强调“恬淡”，提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只有高人韵士，才能“舍艳而相遇于淡”（《溪山琴况》）。董其昌论画云：“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不工亦何能淡？”（《画禅室随笔》）清代画论还从淡笔墨的角度论述浓淡，把色彩的浓淡处理作为绘画的基本技法。清唐岱云：“用墨不可太浓，浓则失其真体”，“亦不可太淡，淡则气弱而怯也”，“须要自淡渐浓，不为墨滞”（《绘事发微》）。笔墨之浓淡，虽其含义与风格之浓淡有所不同，但论笔墨者，强调浓淡与“气韵”、“神韵”的关系，主张“本乎自然”“不执定法”，其理论有相通之处。


熟与新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熟”指掌握和运用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在形式技巧方面严格遵守法度，是艺术创作的初级阶段；“新”指突破既定成式的束缚，不墨守陈规，在艺术创作中有所创新，是艺术的成熟阶段。北宋苏轼已论述了熟与新的思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又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二郎侄》），认为诗文书画都应从法度而入，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达到无规律而有规律，在法度中追求自由的境地。宋元之际方回明确提出作诗“熟而新，新而熟，可百世不朽。”（《恢大山西山小稿序》）并认为“熟而不新则腐烂”，守死法，无生气；“新而不熟则生涩”，为无法，不合规矩。但方回的熟与新，偏重于艺术风格和形式，以及遣词造句等技法。清叶燮则着重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论述熟与新的辩证关系：“夫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因而“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认为熟与新主要在于意境，“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可使人“忘其为熟，转益见新”，若“毫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则“为风雅所摈”（《原诗·外篇》）。


熟与生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在诗文方面，唐韩愈提出“词必已出”，“惟陈言之务去”。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则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宋人有持调和折衷之观点者，于是产生了“生熟”之说。陈永康《吟窗杂录序》云：“一戒乎生硬，二戒乎烂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所引），认为生、熟皆为诗文创作之忌。《王直方诗话》亦云：“余以谓圆熟多失之乎易，老硬多失之枯干，能不失于二者之间，则可与古之作者并驱矣”。此后论及诗文创作中“生”“熟”关系者甚多，清叶燮在《原诗·外篇》上较详尽论述了这一对范畴（参见“熟与新”）。明清时期，书画理论也多借用“生熟”之说，熟指技巧的锻炼和工整的描绘，生指不拘成法、质朴自然的艺术境界。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生外熟。”认为生是艺术成熟的标志，书画须由熟到生，由工巧到自然，从师法到师心，从形似到神似。“画须熟外熟”，指既不违反绘画的基本技法，又不为陈法所束缚，达到从规律中追求自由的境界。又有人主张画须“熟外生”，明唐志契《绘事微言》引李仰怀语云：“练熟还生，斯妙矣。”明顾凝远《画引》也说：“画求熟外生。”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绘画理论推崇文人画，提倡生拙古朴，反对甜俗蹊径的美学风格。


和与同
 　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中的一对范畴。和，指不同的、对立因素的和合统一；同，指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或同一。始为西周末年太史伯所提出。认为和与同是有差异而又有联系的一对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提出“去同而取和。”（《国语·郑语》）当时人们将这种观点用于审美活动上，则推崇多样统一，“和乐如一”，强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单调划一并没有美。春秋时晏婴（？—前500）进一步发展了史伯的思想，从事物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来阐明和与同的关系，认为和与同异，指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还以“和”“同”关系来阐述音乐之美，提出：“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同上）这种从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而求得美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对于美的法则的认识。


形似与神似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形似，指艺术形象逼真地反映出客观事物的外部形貌；神似，指艺术形象生动地传达出事物的内在精神。形似之说源于《左传》“铸鼎象物”，《易传》“观物取象”，“象者，像也”等观点。先秦时期以形似为绘画艺术的最高要求，故韩非提出画犬马最难，画鬼魅最易，因“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形似概念从绘画引入诗文领域。刘勰提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文心雕龙·物色》）。钟嵘认为：“巧构形似之言”（《诗品》）。沈约评论汉魏以来文体变迁时亦称“（司马）相如巧为形似之言”（《宋书·谢灵运传论》）。到唐代，形似概念继续被沿用于诗歌美学中。王昌龄《诗格》在阐述“物境”时指出：“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神似概念则基于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形神的理论。先秦时荀子提出：“形俱而神生”（《荀子·天论》），《淮南子》云：“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诠言训》）刘劭云：“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人物志·九征》）。葛洪还提出“形须神而立”（《抱朴子·至理》），并以形为“粗”，以神为“精”。在这一思想影响下，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等观点，主张在形似基础上追求神似，以神似为画家的更高追求。以后，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为不少美学家的共同主张。唐张九龄提出：“意得神传，笔精形似”（《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五代欧阳炯云：“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即指神似）二者为先。”（见《益州名画录》）北宋《宣和画谱》亦主形神兼备，认为“气全而失形似”或“形似备而乏气韵”皆不足取。明李贽云：“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焚书》）。清松年提出：“总以形全神足为定本”（《颐园论画》）。与此种美学主张相对，则有超越形似、注重神似的美学观点产生。唐司空图提出“离形得似”命题，主张摆脱、不拘泥于形似的束缚，反可达到神似的境界。张彦远亦提出：“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而求其画。”（《历代名画记》）从宋元起，随着文人写意画的兴起，遂兴起不求形似而求神似的美学主张，北宋苏轼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元汤垕认为“以形似为末”，提出“画之当以意写，不在形似耳”（《画鉴》）。元倪瓒提出：“不求形似”（《答张仲藻书》），“以写胸中逸气耳”（《题自画墨竹》）。这些看法均反映了重视神似的倾向。


神似
 　见“形似与神似”。


情理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情，指人的情感、情绪，作为美学范畴，既指审美发生与艺术创造活动中的情感要素，也指艺术作品所包含、表现的情感内容。理，指理性、法则、秩序、规律，作为美学范畴，既指审美发生与艺术创造活动中的理性要素，也指艺术作品所包含、表现的理智内容。古代美学对情理关系的讨论，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倾向：一、以理节情。孔子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已包含以理节情之义，《毛诗序》则明确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汉董仲舒认为，“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正法度之宜，以防欲也”（《春秋繁露·对策三》）。此说发展至宋明理学，出现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二）的极端之论。二、以情抗理。魏晋时期，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的观点。明清时期的情感论美学思潮，进一步提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在情理关系上，其代表人物汤显祖认为“第云理之所必无，安之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辞》）这是从“情”的立场来反抗“理”的压制。三、情理交融。南朝梁刘勰认为，“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文心雕龙·体性》），“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文心雕龙·情采》，表明情理相互依存。南宋严羽推崇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评》），强调理寓于情之中。清叶燮以“理”、“事”、“情”论诗，认为“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原诗·内篇》）王夫之则在哲学层面对情理交融作了论证：“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古诗评选》卷二）


性情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性，指人的先天的固定不变的原初本性。情，指人的后天的变动不居的心绪欲求。《乐记》对此区分有较明确的论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熹解释“性之欲，即所谓情也”（《乐记动静说》）。在性与情的关系问题上，古代美学大致有三种立场：一、以性统情。此说肯定人有“情”，肯定文学与艺术作品当“吟咏情性”（《诗大序》），但又认为“情”应受“性”的节制与统驭，因为在“性”“情”之间有本末之别。孔子讲“思无邪”已包含此义。北宋王安石明确提出，“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南宋朱熹也认为“性是体，情是用”（《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他还以“道心”“人心”言性情，“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中庸章句序》）。明杨慎《广性情说》总结儒家性情学说，“性则根柢，情其旁荣侧秀；性其枝干，情其窭数寄生也”。明清之际王夫之亦云：“《诗》以道性情，道性中之情也。”（《明诗评选》卷五）二、举性遗情。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不可见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章》）。庄子提倡“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庄子·德充符》），只有“无情”，方能持“性”：“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明代僧人达观也认为，“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与汤义仍（显祖）》），“要人闻道见性，别无他意，不过要拔断众人之情根而已”（《与赵乾所》）。三、以情统性。明清情感美学思潮颠倒了传统的“性”与“情”的本末体用关系，把情、欲提高到人的生命本根的地位。袁枚认为，“须知性无可求，总求之于情耳”（《读外余言》卷一），“盖有至情而后有至性，情既不至，则其性已亡”（同上）。这些观点不是以性统情，而是以情统性，不是情在性中，而是性在情中，表现出对传统观念的反叛。


真幻
 　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一对范畴。真，即真诚、真实，前者为主观的性情之真，后者为客观的实事之真。幻，即虚构、幻想、奇幻。前期小说美学主要讨论“真”，认为小说是“正史之补”（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因而应“羽翼信史而不违”（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即追求历史的客观实事的真实。同时也有人强调小说的性情之真，“嬉笑怒骂之顷，俱成真境”（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幻”的问题逐渐得到论者的注意。明末袁于令在《隋唐遗文序》中明确作出“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的论断。他还阐述了真幻统一的观点：“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西游记题辞》）冯梦龙把“理”引入真幻问题的探讨，认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警世通言叙》）。脂砚斋评《红楼梦》，也以“近情近理”统一真幻，他认为《红楼梦》的一大艺术特色就在于“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游戏于笔墨之中”，而“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甲戌本），其分析颇为深入细致。


有无
 　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一对范畴。有，指事物、现象、东西的存在、实有或有规定。无，指事物、现象、东西的不存在、没有或无规定。中国古代哲学中对有无问题的讨论，大致有四种观点：（1）“以无为本”。代表人物是先秦的老子、庄子，魏晋的何晏、王弼、道安等人。老、庄将“无”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万物出乎无有”（《庄子·庚桑楚》）。玄学“贵无论”的代表何晏、王弼继承了老庄的思想，进一步从本体论的层面讨论有无问题，明确提出“以无为本”的观点：“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注》第四十章）以东晋道安为代表的佛学“本无宗”，把玄学贵无论与佛家的性空观结合起来，提倡“本无之论”，认为“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名僧传抄·昙济传》）。（2）“以有为本”。代表人物是魏晋玄学中主张“崇有论”的裴。裴在《崇有论》中表述了“有”比“无”更为根本的观点：“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也。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3）“非有非无”。持此观点者有魏晋名僧鸠摩罗什、僧肇，唐代道士成玄英等，其中尤以僧肇为代表。他认为：“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不真空论》）从佛教中观思路看来，有无问题的关键不在沾滞于两边，而是契于有无之间，非有非无，亦有亦无。（4）“有无相生”。老庄、宋明理学都有此观点。老子提出“有无相生”（《老子·二章》）。庄子强调了有无的相对性：“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宋明理学虽批判佛老有无观，但也言及有无辩证问题。如王夫之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相待而有，无待而无”（《周易外传》卷二）的相互制约之中，较好地说明了有无的辩证关系。以上四种观点都对中国古代美学产生不同程度影响。比较而言，“以无为本”、“有无相生”影响尤为明显。前者启发了古代美学的“贵无”倾向，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至乐无乐”（《庄子·至乐》）等；后者则成为古代艺术与美学的“虚实”、“形神”、“情景”等二元辩证品格的哲学基础，影响十分深远。


文质
 　中国古代美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美学的一对范畴。文，《说文》解作“错画也，象交文”，在美学中指文饰、文采，乃至泛指一切形式。质，《说文》解作“以物相赘”，在美学中指内质、质用，乃至泛指一切内容。因此，文质关系实际上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古代美学中，认为审美与艺术应追求在质的主导下的文质统一的观点占主流地位。最早将“文”、“质”联系起来，并初步表述文质统一观点的是孔子。“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的学生子贡甚至认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墨子则提出了“先质而后文”（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佚文》）的观点。《淮南子》认为：“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本经训》），“文不胜质，之谓君子”（《缪称训》）。西汉扬雄《太玄经》认为：“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斑斑，万物灿然”，而同时也指出“无质先文，失贞也”（《太玄经·首》）。南朝梁刘勰在前人所论的基础上将文质问题明确引入了文学理论领域，并加以深入讨论。他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待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他还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重要观点。南宋朱熹认为：“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四书章句集注》卷二），“大率固不可无文，亦当以质为本”（《朱子语类》卷四十二）。明清之际王夫之一方面认为“文不可离于质……离文自有质”（《读四书大全说》卷六），另一方面又强调“文质不可分”，“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文如其文而后质如其质”（《尚书引义》卷六）。他还提出了“文因质立，质资文宣”（《古诗选评》卷五）和“因文以达质”、“集文以成其质”（《尚书引义》卷六）、“因文以全质”（《读通鉴论》卷十），“文质相救而互以相成”（《读通鉴论》卷四）等辩证论点。


巧拙
 　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艺术创作与审美表现的一对范畴。巧，即人工的雕饰与创造；拙，即非人工或不似人工的素朴与自然。古代美学对巧与拙的关系的探讨，其主要倾向是“宁拙毋巧”，尤其在六朝以后更是如此。窦蒙将“拙”作为书法的重要审美原则，并释之为“不依致巧为拙”（《〈述书赋〉语例字格》）。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自然”的朴拙境界为画之最上品。宋时江西诗派主张以“拙”矫正西昆体之巧媚。黄庭坚赞赏陶潜诗的“拙”与“放”，认为其诗之妙在于“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豫章先生文集·题意可诗后》）。他还主张“凡书要拙多于巧”（《论书》）。明清文人画理论同样以拙为尚，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传略》）可以为其代表。但是，“尚拙”并非完全排斥“巧”。老子云：“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明顾凝远《画引》：“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复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则虽拙亦工，虽工亦拙矣。”都阐述了拙与巧的辩证关系。此外，古代美学的创作理论还提出了“由巧入拙”的主张。苏轼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已包含此义。罗大经明确指出：“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鹤林玉露》卷十五）袁枚也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随园诗话》卷五）


雅俗
 　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的一对范畴。雅，指典雅纯正的艺术风格与高雅清逸的审美趣味。俗，指浅显通俗的艺术风格与粗浅低俗的审美趣味。古代美学对雅俗关系的讨论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先秦至唐宋，尚雅鄙俗的倾向构成了古代美学的主流。孔子曾言：“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荀子·王制》云：“凡非雅声者作废。”汉代刘向认为，“雅颂之声动人而正气应之”，“郑卫之声动人而淫气应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动人也”（《修文》）。南朝梁刘勰以雅俗考察文学的品第与流变，推崇“圣文之雅丽”（《文心雕龙·征圣》），认为《诗经》“四言正体，以雅润为本”（《文心雕龙·明诗》），并指出“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文心雕龙·定势》），雅俗是格格不入的。唐皎然称“诗有二俗：一曰鄙俚俗，二曰古今相传俗”（《诗议》）。南宋朱熹亦有云：“为诗须先识得‘雅俗向背’，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有世俗气。”（《朱文公集·答孔仲世》）第二阶段，宋元以后，与“雅”相对的“俗”的审美价值渐渐得到理论上的探讨与肯定。明李梦阳认为：“今途咢而苍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故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辩也。”（《诗集自序》）李开先提出：“真诗只在民间。”（《市井艳词序》）冯梦龙强调了白话小说的通俗特征：“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古今小说序》）清李渔在戏曲理论上也力主通俗，认为戏曲“贵浅不贵深”（《闲情偶寄》）。但肯定“俗”的价值并不否定“雅”的价值。李开先认为诗歌品评标准应该“俗雅俱备”（《西游春词序》）。屠隆推崇杜甫“雅俗文质，无所不有”（《与友人论诗文》）。臧懋循论作曲之旨当为“雅俗兼收，串合无垠”（《元曲选序二》）。在戏曲领域，孙仁儒还明确提出了“雅俗共赏”（《东郭记》）的观点。清黄周星也认为：“制曲之决无他，不过四字尽之：雅俗共赏而已。”（《制曲枝语》）李渔也提出“雅俗同观，智愚共赏”（《闲情偶寄》）的主张。


清浊
 　中国古代美学中用以品评作家、作品的风格、气质、境界的一对范畴。清，即清爽雅洁、超凡脱俗。浊，即粗劣平庸、草率低俗。清浊之说，最早用于品评人物高下，如东汉王充《论衡·本性》云：“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浊而眸子眊。”曹丕首以清浊品评作家作品，《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遗子弟。”他认为人禀受之气有清浊之分，故才性有别，文章亦有高下，清者为美，浊者为恶。后人继承了曹丕的观点，如陆机《文赋》“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钟嵘《诗品序》“辨彰清照，掎摭利病”。直至清刘熙载《艺概》言：“气有清浊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诗家泛言气格，未是。”可见其影响深远。


显隐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艺术创造与审美表现的一对范畴。显，即明朗显豁、浅显易懂。隐，即幽深隐晦、含蓄蕴藉。古代美学对艺术创造与审美表现的显隐关系的探讨，归纳起来有三种：一、显隐不可偏废，各有其适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列出的八种文章风格中，既有“远奥”，亦有“显附”。他还以显隐释比兴，提出“比显而兴隐”（《文心雕龙·比兴》）的观点。刘知幾《史通·叙事》亦云：“章句之言，有显有晦。”二、在显隐不可偏废的基础上，主张显隐结合，显中有隐。钟嵘《诗品》评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宋梅尧臣推崇“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见欧阳修《六一诗话》）。清李渔论元曲：“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词皆觉过于浅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浅，非借浅以文其不深也。”（《闲情偶寄·词曲部》）厉志论文亦有：“直而能曲，浅而能深，文章妙诀也。”（《白华山人诗说》卷一）三、显不如隐。清人钮琇认为：“显著之路，不若隐约之微妙也；直言之浅，不若曲折之深婉也。”（《续西游补杂记》）


疏密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艺术创造与审美表现的一对范畴。疏，即行文布局、笔墨构图之中的疏朗粗放。密，即行文布局、笔墨构图之中的繁复致密。古代美学对艺术创造与审美表现的疏密关系的探讨，归纳起来，首先是疏密各有其适用，当疏就疏，当密就密。宋姜夔论书法：“书以疏为风神，密为志气……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续书谱》）明周履靖论人物画：“密处密，疏处疏，自有一种妙处。”（《天形道貌画人物论》）另外，审美表现不仅要求疏密有当，还须疏密相间，彼此映衬。袁宏道论插花：“不可太繁，也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之妙。”（《瓶史·宜称》）顾炎武论诗韵：“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日知录》卷二十一）沈宗骞论画：“作人物布景成局，全借有疏有密。”（《芥舟学画编》）邓石如亦云：“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上》）刘熙载论书法：“结字疏密须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也。”（《艺概》）这些论述都强调了疏密之间的辩证关系。


繁约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艺术创造与审美表现的一对范畴。繁，即繁复。约，即简约。古代美学于繁约关系的探讨，主要倾向为：在繁约得其适宜基础上力求简约，提倡繁而不乱，以约驭繁。晋王弼论《易》云：“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虑。约以存博，简以从众，其唯《彖》乎？”（《周易注》）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以“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为文学创作之总纲，即“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论章法，认为“附词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论情采，认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文心雕龙·情采》）。唐刘知幾论文尚约：“故知文尚简要，语恶欲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史通·表历》）北宋欧阳修在《尹师鲁墓志铭》中提出“简而有法”为写作准则，但也不是一味简约，其在《与渑池徐宰》云：“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其说颇为辩证。


方圆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书画技法与审美境界的一对范畴。作为书画技法，“方”、“圆”即方笔、圆笔。古人认为书画在用笔上应该方圆相济。南宋姜夔《续书谱》云：“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圆，圆者参之方，斯为妙也。”明项穆亦云：“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所以用笔贵圆，字形贵方，既曰规矩，又曰之至。”（《书法雅言·规矩》）清龚贤《半千课徒画说》云：“用笔宜活活能转，不活不转谓之板，活忌太圆板忌方，不圆不方翕且张。”作为审美境界，“方”指固执规矩成法，“圆”则为不依成法、意境浑成。古代美学的主要倾向为“离方而遁圆”。陆机云：“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文赋》）黄休复云：“拙规矩于方圆”（《益州名画录》）。李廷机云：“行文者总不越规矩二字，规取其圆，矩取其方，故文艺中有著实精发核事切理者，此矩处也；有水月镜花，浑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规处也。今操觚家负奇者，大率矩多而规少，故文义方而不圆”（《举业琐言》），亦为扬圆抑方之作。


肥瘦
 　中国古代书画美学中关于艺术创造与审美风格的一对范畴。肥，即笔黑饱满、圆熟丰润。瘦，即瘦硬峭拔，骨力峻健。古代美学论书画之肥瘦，主要观点有三：其一，以瘦为贵。卫夫人《笔阵图》：“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书贵瘦硬方通神。”其二，肥而有骨，自有风韵。王僧虔《笔意赞》论书法有“骨丰肉润”之美。苏轼针对前人“书贵瘦硬”的观点，提出“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感憎”（《孙锌老求墨妙亭诗》）。他所说之“肥”不是肥软、肥俗，而是“肥有骨”的圆熟丰腴。其三，肥瘦有度，各得适宜。南宋姜夔《续书谱》：“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吴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肥瘠各称，妍淡曲尽，乃见画工之妙。”明项穆《书法雅言·形质》：“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为尚也。使骨气瘦峭，加之以沉密雅润，端庄婉畅，虽瘦而实腴也。体态纤肥，加之以便捷遒劲，流丽峻洁，虽肥而实秀也。”清董启《养素居画学钩深》：“重不失板，轻不失浮，枯不失槁，肥不失甜，沉不失痴，无穷神妙，自到毫巅。”皆此谓也。


腴枯
 　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关于审美表现与艺术风格的一对范畴。腴，指浓润丰腴。枯，指枯淡瘦瘠。唐宋以来，诗歌美学推崇一种枯表腴里，似淡实秾的审美表现与艺术风格。苏轼云：“所贵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题韩柳诗》）又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外枯中膏”、“瘠而实腴”，既指诗歌的情感意味表面平静而内里深沉，也指诗歌语言虽朴实枯淡却能营构出意味深长的意蕴或境界。南宋包恢对此有进一步发挥：“诗家者流以汪洋淡泊为高，其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有似造化之已发者，而皆归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故观之虽天下之至质，而实天下之至华；虽天下之至枯，而实天下之至腴。”（《答傅当可论诗》）其论甚为精当。


轻重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审美表现与艺术创造的一对范畴。轻，即轻浅灵动。重，即深沉凝重。古人认为，轻重乃天地之理。《易纬·乾凿度》：“圣人则象，月即轻疾，日则凝重，天地之理也。”在审美表现、艺术创造中同样有此轻重对比关系。中国书法之运笔，讲究提、按、顿、挫，其中提为轻，按、顿、挫为重。绘画用笔，同样讲究轻重疾徐，偏正曲直。在音乐美学中，奏琴的指法也分轻重。明徐上瀛《溪山琴况》二十四论，专列“轻”、“重”两条。他认为，“指有重轻则声有高下”，其中，“音之取轻属于幽情，归乎玄理”，而“诸音之重者乃由乎气”，“情至而轻，气至而重性固然也”。但轻重也非易事。轻要轻而不浮，重要重而不杀，其关键是要得乎中和：“要知轻不浮，轻中之中和也；重不杀，重中之中和也。故轻重者，中和之变音；而所以轻重者，中和之正音也。”诗歌创作在声律上同样有轻重问题。《宋书·谢灵运传论》：“宫商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内，轻重悉异。”表明诗之平仄、对仗、声韵等都关乎轻重之术。


动静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创作的精神状态与审美的心理效果的一对范畴。动，有运动、变动、行动等含义。静，有安静、静止、虚静等含义。在古代美学中，动静主要指创作者的两种基本的精神状态。《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之欲”即情。因此，动静是与人之情性关联在一起的。《荀子·乐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也。”同样把动静与人的情感心态变化联系起来。但动静之间亦有体用主客之争。或以静为体，动为用：“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王弼《老子注》）；或动为主，静为客：“不动之常，唯以动验；既动之常，不待反推。是静因动而得常，动不因静而载一。”（王夫之《周易外传·无妄》）这两种不同观念反映到美学之中，前者如庄子讲“心斋”、“坐忘”，宗炳论“澄怀味象”（《画山水序》），苏轼诗曰“欲令事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等等；后者如《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班固《汉书·艺文志》“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不平有动于心”等等。但古代美学对动静的把握无论是崇动还是贵静，大都能辅以一种辩证的态度，认识到动静之间乃是相互对待乃至转化的关系。如朱熹所说，“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若不与动对，则不名为静；不与静对，则不名为动矣”《答胡广仲》。动静相待，动中求静，静中求动，成为古代美学的创作精神状态之论的共识。此外，古代美学中的动静论题，还涉及到艺术表现所引发的审美心理效果的层面。明徐上达《印法参同》论“动静”云：“动，言笔飘然飞动也；静，言笔肃然镇静也。”此“动静”，指的就是观赏篆刻笔势而引发的飞动与镇静的审美效果。这种作为审美心理效果的动静，同样具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辩证性质。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一》云：“‘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这里所说的“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也是就诗句品赏所触发的审美心理效果而言。


藏露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审美表现的一对范畴。藏，即曲折隐晦。露，即浅露直率。古代美学对审美表现的藏露问题的探讨，以“藏而不露”的观点为其主流，即将作品意味深藏于艺术形象之中，含蓄蕴藉，以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二十四诗品》设“含蓄”一品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南宋沈义父《乐府指迷》认为，作诗“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明袁宏道认为唐诗“妙在含裹，不在披露”（《宋元诗序》），“含裹”即是善藏。清梁廷枏《曲话》：“言情之作，贵在含蓄不露，意到为止。”皆为标举“藏而不露”之论。但“藏而不露”亦非绝对，关键仍在得其适度。显露虽浅，但一味求藏，则近于“晦塞”：“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南宋姜夔《续书谱》云：“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认为艺术表现要藏露有度，不可偏执。


犯避
 　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一对范畴。犯，指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表达等方面的相似、重复。避，指小说创作中有意避开人物、情节、语言方面的相似、重复。一般而言，小说创作之时应避免“犯”。但是，有时有意“犯”之，却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因此，“犯”与“避”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创作中更不能因为怕“犯”而一味“避”之，而应采取辩证的态度，灵活运用。对此，清金圣叹有精彩的论述。在评点《水浒》时，他提出“将欲避之，必先犯之”的著名观点：“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水浒》第十一回回评）他还依据这种犯中求避，同中求异的艺术见解，揭示与总结了《水浒》之中对“犯”笔的运用及其妙处，如“正犯法”、“略犯法”等。毛宗岗继承了金圣叹的这一观点，在评点《三国》时指出：“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读三国演义法》）进一步强调“犯”“避”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相生转化之理。


法化
 　中国古代美学创作论的一对范畴。法，即创作的法度、法则和技法；化，即具体创作中运用法度的变化与灵活性。“法”与“化”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艺术创作中的法化辩证关系，清石涛论述最为透彻。《画语录·了法》云：“规矩者，方圆之极则也；天地者，规矩之运行也。世知有规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转之义，此天地之缚人于法，人之役法于蒙，虽攘先天后天之法，终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为法障之也。”天地、艺术皆有“法”。“法”不仅仅是规矩，亦为规矩之运行变化。表明“法”之为“法”，本身就有“化”的含义。世人只知规矩，却不知规矩之运用变化，是为“法障”。由此进一步指出：“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变化》）“法”、“化”本为一体，真知其“法”，必于“化”中实践之，因而“有法必有化”。石涛认为，“法”源于传统，艺术创作必须建基于传统之上，但又不可拘于传统：“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借古以开今也。”（同上）掌握古人的法则是不够的，必须懂得变化其成法，“借古以开今”。而为达到“化”，还必须有“我”：“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同上）石涛以化论法、推重自我的创造个性之说影响深远。后世如郑板桥所云：“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题画》）不排斥艺术之必要法则，但强调以“化机”为主，正是石涛“有法必有化”思想的延续。


因革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原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因，因循、因袭；革即更革、变革。在美学上指中国古代关于文艺的继承与革新关系。孔子最先把“因”作为历史观概念提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是相互因循的，而无变更。《易传》则强调变革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作用：“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彖传·革卦》），并提出“革故鼎新”的观点：“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杂卦》）《淮南子》杂糅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提出“因时变而制礼乐”（《汜论训》），认为礼乐制度也可以根据客观形势的不同而加以变革。南朝梁刘勰吸取《周易》之“通变”观和晋陆机“因宜适变”的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系统地论述了文学艺术的继承和革新问题。刘勰肯定文学艺术变革创新的合理性，主张“参伍因革”。晚明袁宏道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与江进之》），反对因袭守旧，提倡革新，“法因于弊而成于过”（《雪涛阁集序》），认为每个时代的新文艺都是在克服旧文艺之弊中产生的。


出入
 　即“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系对艺术创作原则的一种概括。王国维《人间词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乎其内”，就是说作家要深入描写对象之中，进行体验、探索。“出乎其外”则指作家要从描写对象中跳出来，不为其所限，站到一定的高度去观察，以便更全面地分析和研究，掌握其本质特点。“出入”初谓涉猎广博，融会贯通。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较早明确地提出“出入说”的是宋陈善，他在《扪虱新话》中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这里的“入”，是为了“见得亲切”；“出”，是为了“用得透脱”。后人引以论述艺术创作，清张式《画谈》：“从古人入，从造物出。”这是论画。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又以之论词：“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清汪琬则以之论文：“凡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以入；其既也，必求其所以出。彼句剽字窃，步趋尺拟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与梁日缉论〈类稿〉书》）指出了“入”与“出”的关系。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出入说”，使之成为指谓艺术美创造过程的审美范畴。


奇正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指文艺作品奇特诡怪与中平典雅两种对立的风格。作为对立的哲学范畴，始出《老子·五十八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后代文论家将这一概念移用于文论，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云：“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说，则逐奇而失正。”唐皇甫湜针对当时文坛将“奇”、“正”对立起来的观点，把“奇”解为“非常”、“出常”，认为“奇”虽非“正”，但它“无伤于正而出于常，尚之亦可也”（《答李生第二书》），以“文奇而理正”作为追求的美学风格和崇尚的审美理想，认为文之用在于通理，表达出“至正之理”的“奇文”，才可行远而“不朽”；力倡学文和作文都应力求“奇怪”，继承并发展了韩愈言词尚新异、求奇怪的文论和美学思想。后孙樵（唐散文家。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坚持嗜奇好怪的形式主义，提出要“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与王霖秀才书》），以至“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明谢榛则以正奇来说明艺术法则及其灵活运用，“譬如诗：发言平易而循乎绳墨，法之正也；发言隽伟而不拘乎绳墨，法之奇也；……此奇正参伍之法也”（《四溟诗话》）。


枯润
 　中国古代书画美学中的一对范畴，指书画笔墨的不同特征。明顾凝远《画引》在谈到用笔“枯润”时说：“墨太枯则无气韵，然必求润而漫羡生矣；墨太润则无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画生矣。凡六法之妙，当以运墨先后求之。”中国书画艺术是通过墨色的干湿燥润的变化来表现特殊的意境，枯润各有特点，在审美的创造中也各有不同的作用，艺术家常常以干枯取筋骨，以湿润取血肉，筋骨既定，血肉凝成，一个艺术生命体也就产生了。如清蒋骥所说：“用墨，润则有肉，燥则有骨。”（《续书法论》）然而墨的枯润变化奥妙无穷，艺术家的匠心也于此得到体现。艺术家可以或偏于枯，或偏于润。如书法中颜体偏于润，滂沛淋漓，大气磅礴；欧体偏于枯，骨格奇警，劲挺有力。但偏枯者不能弃润，取润者也不能弃枯，润与枯必须斟酌用之，曲荣变化，方能穷尽自然之妙。过枯者则神情干涩，气韵全无，过润则柔媚滞重，缺少险奇之韵致。枯润处理全在于作者神奇之笔，“功夫深，虽枯也润”（清姚孟起《字学忆参》）。枯给人古拙苍莽的感觉，润给人细腻妍丽的感觉。参见“枯”、“润”。


情志
 　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的范畴。先秦时期，《尚书》、《左传》、《庄子》等书中已提出“诗言志”说，认为诗等文艺是表现人们思想、志向、意志、抱负的手段。西晋陆机《文赋》明确提出“情志”概念：“颐情志于典坟。”唐孔颖达认为文艺中的情与志是不可分割的心理内容：“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宋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还把情志称为“志情”：“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认为诗表现感于时事、政治、伦理的志，而声音、音乐等则表现感于身边事物的个人的情，两者统一就构成了艺术。当人欣赏艺术时，就可以感知作者的思想、感情。志与情是统一的、可感的，又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内容。


情味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由情而产生的审美韵味。明陆时雍：“古人善于言情，转意象于虚园之中，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也。”（《诗境总论》）中国古代美学认为“情”是产生“味”的基础，不仅强调艺术要抒发情感，而且明确指出只有有情的作品才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有“情”才有“味”，“情”真才“味”长。胡应麟指出，诗“以情真为得体”（《诗薮》）。清郑板桥强调，只要观赏者真正将自己的情感赋予被观赏的对象，即使一室小景，亦可以别有“情味”。他说，“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郑板桥集·题画》）这种由“情”而得“味”的思想，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对于“情”在审美过程中作用的重视。


至味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最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原意为最为鲜美的味道，《吕氏春秋·本味》记载的伊尹“说汤以至味”的故事中，“至味”指经过精细的烹调手艺而成就的最为理想的味道，并且进一步引申为形而上的“至道”。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也将“天下之至味”与“圣人之至道”相联系。宋苏轼将“至味”用于文艺评论，如“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其基本内涵是以自然平淡、高雅简古的艺术形象蕴涵无限丰厚的审美意蕴。苏轼在《评韩柳诗》中所说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在《和陶诗序》中所说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都是对“至味”的进一步解释、补充。这种美学思想也为宋濂、王士祯等明清学者所继承，遂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倡导自然平淡之美的重要范畴。


趣味
 　中国美学范畴。以“趣”作为美学范畴的早见《列子·汤问》：“曲每奏，钟子期则穷其趣”；以“味”作为美学范畴的始于《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以后“趣”与“味”常见合用：南宋叶适（1150—1223）　《水心题跋·跋刘克逊诗》：“怪伟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语之外。”以“趣味”来表达审美感受。近代梁启超以新的观点阐述“趣味”。认为有了美，才有审美“趣味”，而审美趣味是人们“生活的原动力”，人生观的“根柢”，如果“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趣味”又有上、下等之分。如“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便是下等趣味，应引导其“到高等趣味的路上”，高等趣味即审美趣味。所以审美趣味的培养也要引导。文艺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认为它是培养人们高尚审美趣味的重要手段。而艺术作品给人以审美趣味，主要是通过“对境之赏会与复现”、“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他界之冥构与蓦进”三条途径。但梁启超又主张不必以“严酷的道德论作标准”衡量趣味。


理趣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理融于趣，趣合乎理。“理”意为道理、规律、法则、伦理；“趣”意为情趣、兴趣、趣味。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有的偏重于将美与“理”相联系，认为文者，“通理而已”；有的一味强调“趣”，“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理趣”说则主张两者的融合，在强调“理”的意蕴的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应把文艺中的“理”与审美情趣的传达结合起来。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论》批评“今之画者”“不达画之理趣也”。清代王夫之提倡诗应“亦理亦情亦趣”（《古诗评选》卷五）。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右丞《黄花川》、《石门》等作，亦能得山水理趣。”


气骨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文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刚健有力的形式结构以及其中蕴含的英拔豪迈的精神力量，唐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功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后宋陆游《读近人诗》：“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亦称：“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认为气骨乃意象浑成之作，反对雕刻摹写。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云：“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字句。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字句，故以色泽胜。”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强调文章气骨与主体真切强烈的情感息息相关。在书论中，南朝袁昂已用这一范畴来评蔡邕书，认为其书“气骨洞达，爽爽有神”。唐末吕总《续书评》：“僧智永书，虽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胄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黄庭坚《题颜鲁公帖》：“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在画论中，明吴奕《叶乡题花卉》：“宋人写生，有气骨而无风姿；元人写生，饶风姿而乏气骨。此皆所谓偏长，兼之者五代之黄荃。”强调了气骨与丰姿、阳刚与阴柔的对立统一。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笔墨相为表里，笔有气骨，墨亦有气骨。墨之气骨由笔而出。”突出了气骨表现与笔墨手法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气骨”的美学内涵。


气格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评价诗文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主体审美情怀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并且具有崇尚高古、雅正的倾向。唐释皎然《诗式》：“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不拘对属；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宋人论诗，亦以“气格”为重要尺度，如《石林诗话》：“欧阳文忠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流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以为具备“气格”的作品有“平易流畅”的语言特征，说明它与刻意雕琢的文风对立。平淡自然是宋人审美情怀的重要表现之一，此处论“气格”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北宋书画美学思想中“气格”范畴得到广泛应用，以此品评诗文、书画艺术作品，如米芾论画：“李公麟，字伯时，家藏《天王》虽佳，细弱无气格，乃其弟子弟子辈作”、“蜀人有晋唐余风……虽乏气格，亦秀整。”（《画史》）《宣和画谱》也有“（刘）梦松善以水墨作花鸟于浅深之间，分颜色轻重，虽彩绘无以加，自成一种气格”的论述，此处“气格”具有“风格”的意义。北宋时期的“气格”范畴一方面继承了唐人“高古”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它平易、雄 壮、生动、清绝等新的美学内涵，并且与创作主体生命意识与精神气质紧密相连。同时，侧重于“气”标准，反映了北宋美学审美的特点。


气力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艺术家主观精神和意志力量，有时又指艺术形象和作品的气势和感染力。六朝时始以“气力”评艺。书画方面，谢赫《古画品录》评顾骏画：“神韵气力，不逮前贤。”唐李嗣真《续画品录》评孙尚子等人画：“善为战笔之体，甚有气力。”在书法方面，宋蔡襄称赞李阳冰书法：“气力浑厚，可谓篆中之雄也。”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论“笔法”：“画家与书家同，必须气力周备，少有不到即谓之庸笔、弱笔，故用笔之用力最为切要。用笔起伏，起伏之间有折叠顿挫婉转之势，一笔之中气力周备而少无凝滞，方谓之使笔不为笔使也。”文学理论方面，《文心雕龙·通变》有“文辞气力，通变则久”。白居易《又吟元九律诗》感慨：“顾我文章劣，知他气力全。”重气力的主张要求作品和艺术形象表现丰富充沛的力的内涵，反映出古人的审美理想中对强健生命力的追求。清曾国藩《日记》有：“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从“虚”与“实”的角度强调了“气”为“力”之根本，进一步深化了“气力”的美学内涵。


 名词术语


圣王制作说
 　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理论之一。最早见于先秦战国时期。荀子《乐论》认为，乐为圣王所制作，圣王制乐乃是为了统一百姓的行动，使百姓的享乐合于礼制。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但如果一味追求声色感官快乐而不予引导，就会引起祸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乐记》进一步提出“功成作乐”的观点，“王者功成作乐……其功大者其乐备”（《乐记·乐礼》），认为圣王在取得天下，大功告成之后，必制礼作乐，以乐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对百姓实施教化。《吕氏春秋·古乐》则集中记载了有关先王制乐的传说，如“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帝颛顼……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这种理论强调圣王所以能作乐，是因为“惟君子为能知乐”（《乐记·乐本》），“唯圣人为能和乐”（《吕氏春秋·察传》）。按儒家美学观点，乐的制作并非一般人所能为，必须有德有位之人。“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中庸》）后代学者将这一观点引用于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起源上。唐张彦远提出：“古先圣王，受命应箓”，“包牺氏发于萦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论画·叙画之源流》）这种学说脱离了社会历史实践，把艺术起源归之于少数人的凭空制作，反映出君权至上的观念。


天人合一说
 　原为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天指宇宙主宰或自然，人指人类。主张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反映到美学思想中，认为人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天和、人与天相互协调。从天与人的关系，来谈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春秋时期，一些思想家始用天的属性解释人的活动，秦医和：“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见《左传·昭公元年》）。此后，儒家、道家学派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强调人对天的顺从与适应，以求得两者的和谐。孟子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乐记》提出：“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乐记·乐礼》）。《庄子》主张以天为师，“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庄子·天道》）。《易传》则强调人文源于天文，提出“天垂象”，“圣人象之”；“河出图”，“圣人则之”（《易传·系辞上》）。西汉董仲舒进一步把天人合一的观点解释为“天人感应”，认为天与人相类相通，彼此相互感应，因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阐述，为中国古代美学奠定了哲学基石，使中国古代美学呈现出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民族特征。西方古代美学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出发，注重人的审美意识对客观现实与自然的反映；中国美学从“天人合一”出发，则强调人的审美意识顺应符合自然，强调审美过程中的物我同一、心物感应。儒家美学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主张“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乐论》），并从“天行健”，引申出刚健雄浑之美。道家美学提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认为“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同上），唯有“天乐”才是最高的音乐，并主张艺术创作要善于观察物之“天性”，创作手法讲究自然，做到“以天合天”，才能使艺术作品达到传神的境界。


观物取象
 　《易传》的哲学、美学观点。意谓模仿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确立具有象征意义的卦象。《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指明八卦等《易》象由观物取象而成的过程和方法。《易》“成天下之文”（《系辞》上），《易》象的形成、确立与艺术形象的创造显然是有相通之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上），“象也者，像此者也”（《系辞》下）。艺术形象正是对于这些“物象”的模拟。模拟是从“观物”到“取象”的过程，只有观察天地之文以及它们的交感、聚散，才能根据自己的直接感受，提炼、概括、创造出象征物象的艺术形象。这一观点论述了艺术形象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再现关系，与《左传》“铸鼎象物”同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滥觞，对后代美学思想和艺术创造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所肯定的“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为后代诗人所推崇，成为中国古代诗人一种独特的审美观照法。


立象以尽意
 　《易传》的哲学、美学观点。意谓圣人用确立《易》象的办法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念。《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明“象”与“意”的联系。“象”指具体可感的形象；“意”指思想、情意。“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象”对于“意”的表现，应注意以小喻大，以少总多，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特点：“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下）《易传》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象”与“意”的关系，强调艺术形象对于作者情意的表现作用，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很大影响。后代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从这一命题出发，进一步阐明“象”与“意”之间的相互引发、相互作用，注重外物形象同诗人情意的结合，创造出“意象”、“意境”等审美范畴，丰富、发展了中国古典美学关于艺术表现的理论。


修辞立其诚
 　《易传》的美学观点。修辞，建立言辞。诚，思想诚正。意为建立言辞以表现自己的美好品德。《乾卦·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进德”与“修辞”相较，应首先“进德修业”，然后才是“修辞立其诚”。“修辞”是为了“立诚”，“立诚”乃是“修辞”好坏的标准。春秋时已将“立德”看得重于“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列在“不朽”之首，认为“立言”要受到“立德”的影响。“言”、“辞”是传达思想感情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的差异，必影响言辞的表现，形成言辞的优劣。《周易·系辞下》：“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善诬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要建立好的言辞，需有好的思想品德。这种将言辞的建立与品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成为中国美学史上文品与人品相统一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言辞对于德业也有重大影响。《系辞上》：“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故“修辞”可达到“立诚”之目的。


阴阳合德
 　原为《周易》的哲学观点。意指阴阳的属性相通相合。《易传·系辞下》：“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认为只有阴阳两气相合相感，才能产生天地万物。这种认为阳刚阴柔两种属性相容、相渗和相生的宇宙观和哲学观，对中国古代审美风格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美学的传统一直崇尚阴阳和合的“中和”之美，不慕羡极阴与极阳。如清姚鼐将文章分为“阳刚类”和“阴柔类”，“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阳阴刚柔之发也”（《复鲁絜非书》），但同时认为阳刚阴柔可以偏胜，而不可偏废。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易传》提出的美学命题。《周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是观取卦象的方式，但却有助于人们养成一种独特的观照方法，即在俯、仰之间洞察天机的“流观”之法。在仰观俯察中，主体以宇宙天地为观照对象，而非以某一固定之物为观照对象。这样，所获取的意象就至为阔大，充满寥廓的宇宙感。这一观照方式对后世文艺审美活动有深远影响。晋王羲之《兰亭集序》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即是典型的仰观俯察式的审美观照方式。此外如魏曹丕诗：“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植诗：“俯降千仞，仰登天阻。”嵇康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晋宋谢灵运诗：“仰视乔木杪，俯聆大壑淙”等，均是以俯观仰察的方式来获取、创造审美意象，欣赏宇宙之美的。


物相杂，故曰文
 　《周易》的美学观点。本指阴阳两类的爻相交错形成《易》卦之文，象征着天、地、人三才。借指多种线条、色彩等的交叉组合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形式的美。《周易·系辞传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认为《易》的内容广大完备，包括天、地、人三才之道。《易》卦的六爻象征天、地、人三才，其中上、五两爻象天，四、三两爻象人，二、初两爻象地；虽爻分为六，表现仍为三才之道。又认为天地人之道有变动，阴阳两爻随之交换变动而象征之，故称为爻。爻有阴阳两类，象征阴阳两类事物，故称作物。阴阳两类事物相互交错而形成八卦形式。由其形式的确当与否，象征着社会人生的吉凶。反映其强调阴阳两类对立统一的思想和多种事物复杂交错所构成的多样审美形式的美学观点。


精气
 　原为中国古典哲学范畴，指构成宇宙万物本体的精粹之气。《易传·系辞》“精气为物”，《管子·内业》所云“精也者，气之精者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这些都是较早的对于“精气”的宇宙本体论、本源论的论述。在文学作品中，“精气”往往引申为人超迈卓越、豪放刚健、充实完满的主体精神，具有浓厚的美学色彩。如《楚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远游》），“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九辩》）杜甫《沙苑行》诗亦云：“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文心雕龙》也强调主体精神不可“精气内销”（《养气》），反映了“精气”已被引入了艺术创作的文艺理论范畴。


八音克谐
 　《尚书》的美学命题。意谓八类乐器发出的不同声音，应在整体上达到和谐。《虞书·舜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八音，指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不同材料制成的乐器。金指铜钟，石指石磐，木指木制的柷、敔，革指鼓，竹指箫，匏指笙，土指埙，丝指琴瑟。八类乐器在发音上各有所长，“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议，革木一声”（《国语·周语》）。认为应注意不使它们的次序发生混淆，以便演奏的音乐达到和谐，反映了中国古代追求以“和”为美的美学理想。


诗言志
 　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志向与抱负的。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诗歌的审美本质的一种观点。由《尚书》最先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郑玄注：“诗言人之志意。”“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孔颖达《毛诗正义》）在古代，诗即志，两字通假，最初的诗是古代社会中宗教、政治、狩猎等活动所用的祭祀之辞或庆功之词等。当时“诗言志”实际上指向神明昭告功德和记诵政治历史大事。随着社会和诗歌创作本身的发展，“诗言志”才有了表达作者思想、志向、抱负的涵义。春秋时盛行“赋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都是指借用别人现成的诗句，以表达赋诗者之“志”。先秦诸子还进一步把“诗言志”作为诗歌创作与评论的重要原则。“《诗》以道志”（《庄子·天下》），“《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进一步确立了“言志”说在中国古代美学的地位。它将诗歌与政治教化密切联系，视“美刺”为“言志”的重要内容，注重诗歌艺术的社会功利性，但过分强调则易抹杀诗歌艺术的个性，忽略诗歌艺术的情感表达与形象化要求。汉王逸在注释屈原《九章·悲回风》、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慎大览》时，将诗、“志”混同，认为“诗，志也”。这一倾向在晋代玄言诗、宋代理学家“载道”说中尤为明显。对“诗言志”的另一种解释是情志之说。汉代儒者在《毛诗序》中已同时提到诗与“志”、“情”的关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刘勰亦将“志”“情”并举：“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唐代孔颖达进一步提出“情”、“志”合一说，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毛诗正义》）将“诗言志”解释为抒发人心中哀乐的情感，丰富了“诗言志”原有的美学内涵。经孔颖达重新解释的“诗言志”，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言志说
 　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诗歌的审美本质的一种学说。详“诗言志”。


不役耳目
 　《尚书》用语。意谓不要以声、色自役。《周书·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孔颖达疏：“不以声、色自役，则百度正。”如果使耳、目沉湎于声、色享乐，百事皆不用心，结果就有“丧德”、“丧志”的危险。告诫统治者不能一味追求声、色之美的感官享受，反映了一种主张审美活动应该受到政治功利、伦理道德约束的观点。


玩物丧志
 　《尚书》用语，意谓醉心于玩赏某些事物或迷恋于一些事情，就会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周书·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强调“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同上），唯有不玩犬马，不宝远物，不育珍禽奇兽，才能不消磨志气，达到功成、民足、人安的目的，反映了古代统治阶级在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上，认为作为审美活动之一的对于“物”的观赏，不能离开实用的前提和功利的目的的观点。


文物昭德
 　《左传》记述的美学观点。指用礼乐典章制度等显示君王之美德。“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疏：“昭德谓昭明善德，使德益章闻也。”“德在于心，不可闻见，故圣王设法以外物表之。”认为宫室建筑、饮食和味、冠带革履、服饰文章、车饰旌旗等外物，皆可作为昭明善德之用，反映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对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提出了美化要求，并以此作为自己美德之象征。


铸鼎象物
 　《左传》记述的美学观点。意谓模拟物象铸之于鼎。“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杜预注：“象所图物著之于鼎。”认为鼎上所铸物象，来源于对客观存在的“百物”的模拟，而“百物为之备”则有利于人们从中分辨神奸，区别好坏与美丑。这一命题论述了青铜艺术，特别是青铜器纹饰同现实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图像与物象关系的最早的认识，为中国绘画美学写实思想的发端。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意谓艺术表现应该既令人高兴愉快又不至于哀、乐过度，有一定的节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乐乎？’”杜预注：“荡乎，荡然也。乐而不淫，言有节。”孔颖达《正义》疏：“美哉，亦美其声也。荡荡，宽大之意，好乐不已，则近于荒淫，故美其乐而不淫也。”孔子在评价《关雎》的审美价值时也发挥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朱熹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这一命题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有深刻影响。如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认为“礼乐所以防淫佚”，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评《邠风》为“乐而不淫”，北宋周敦颐《周子通书·乐上》第十七提出“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等等，均强调审美情感的表达要悲喜适度，反对过分的纵乐与伤感。从而形成儒家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则。


乐以安德
 　《左传》记叙的美学观点。“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左传·襄公十一年》）认为乐能使君主安于道德，行礼守信，居仁处义，有利于国家的强大和政权的巩固，从伦理道德与政治两个方面肯定了乐的社会作用。这一观点与师旷所述的“乐以风德”、《乐记》中的“乐以象德”，均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乐”与“德”的联系。


季札观乐
 　《左传》记载的重大乐事。反映了吴公子季札观赏周乐时的感受及其对乐、舞所作的种种评价。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出聘于齐，“请观于周乐”。乐工先后为其演奏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风及《小雅》、《大雅》、《颂》等古代诗歌，表演了《大武》、《韶濩》、《大夏》、《韶箾》等古代舞蹈。季札频频发出“美哉”的赞叹，明确将“美”的概念用于文艺作品的评论。赞扬《豳》“乐而不淫”，《魏》“大而婉”，《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以“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作为美的极致，反映出春秋末期“以和为美”的审美理想。季札还以能否“观德”作为评价文艺作品高下的标准。称赞《大武》“美哉！周之盛也”，称《大夏》“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称《韶箾》“德至矣哉！”反映了当时已将乐与德相联系，以及通过观乐舞以参时政的社会风习。


五音
 　亦称“五声”。即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常用以借指音乐。《老子》：“五音令人耳聋。”《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先秦时期，人们已认为五音与六气（阴、阳、风、雨、晦、明）　五行（水、火、木、金、土）密切相关。《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管子·幼官》即以五音、五色、五味与季节和方位相配合，《吕氏春秋·十二纪》在其基础上直接配以五行，发展成为较完备的阴阳五行学说，反映了天人合一理论对美学思想的影响。五音配合成为音乐，也体现了当时以和为美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美学认为，“声一无听”（《国语·郑语》），单一的声音不能动听，须五音和谐配合，方能“和五声”（《左传·昭公二十年》），形成乐曲。


五色
 　即青、赤、黄、白、黑五种色彩。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亦泛指诸种色彩。《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目不别五色之章为味。”古人认为五色乃天地所生，与五行密切相关，互相配合。又认为单一的色彩缺少美感，五色相调谐方能形成多样统一的色彩美，因而认为“物一无文”（《周语·郑语》），“五色杂而成黼黻”（《文心雕龙·情采》）。而画论中又有“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榻写》）之说，反对只注重于敷彩而忽视了表现对象神气和画家的审美情趣、忽视用笔的创作倾向。


无害曰美
 　春秋末期楚国大夫伍举用语。载于《国语·楚语》：“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认为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从而赋予美以较多的政治风尚、伦理评价意义，在当时有积极的意义。但否定“善”与“美”的差别，否定美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又有局限性。 这种审美观念在先秦美学中有一定代表性，在后来儒家美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乐从和
 　《国语》记载的美学观点。指音乐要求调和。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景王欲铸大钟，并以此询问乐官州鸠。伶州鸠在与景王辩论什么是美感的过程中，提出“政象乐，乐从和”的见解。认为“乐”之“和”，首先是音乐声、律之“和”。“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国语·周语》），主张各种声音相互呼应，大小适度，达到音乐“和”与“平”的境界。“乐”之“和”源于“天地之和”。演奏“和平之声”，遂能“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同上）。为春秋时期人们追求的一种最高的美，对古代乐论颇有影响。《乐记》所述“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乐论》），即由“乐从和”而来。


政象乐
 　《国语》记载的美学观点。指政事相象于音乐。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伶州鸠劝谏景王铸大钟时所提出。“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国语·周语》）认为政事有上下、迩远、神人、阴阳之“和”，音乐亦有阴阳、清浊、大小、徐疾之“和”，为政求“和”譬如为乐求“和”。音乐之“和”可作为政事之“和”的反映与象征。音乐具有“省风”、“养性”、“安德”、“治世”等社会作用，音乐之“和”又有助于政事之和。州鸠并认为：“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同上）韦昭注：“言政象乐也。”反映出春秋之际思想家以音乐之“和”要求政事的思想。


乐以风德
 　《国语》记载的美学观点。“乐”、“德”关系的表述之一。指音乐具有教化作用，可宣扬美好的德性。语出师旷论乐：“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国语·晋语》），“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同上）。韦昭注：“风，风宣其德，广之于四方也。”中国古代美学认为“乐”与“德”不可分离，“乐”是“德”的表现，“乐”以歌颂神明、祖先、圣人之功德为内容。晋郤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左传·文公七年》）吴公子札称赞《大武》“美哉，周之盛也”，称《韶濩》“圣人之弘也”，称《韶箾》“德至矣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均表明“乐”在彰明美德上的作用。


声一无听
 　《国语》记载的美学观点。意谓声音如果单一，就不会有动听的音乐。西周末年，太史史伯在论述周朝将衰时，提出“和”的概念，认为由杂多的东西组成的事物为“和”，单一的东西组成的事物为“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的概念用于对“声”、“色”的观赏上，即表现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国语·郑语》）。单一的声音不会产生优美的乐音，单一的颜色不会形成美丽的文采。只有“和”宫、商、角、徵、羽“五声”，青、黄、赤、白、黑“五色”，才能组成声与色的形式美。“和实生物”与“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观点，是我国古代对美与艺术所作出的最早的规律性的认识。春秋末期晏婴对乐音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等对立因素相反相成的论述，子产对“五味”、“五色”、“五声”的阐释，《考工记》所记：“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易传》：“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均与此命题有渊源关系。


物一无文
 　见“声一无听”。


比
 　《诗》“六义”之一。与风、雅、颂、赋、兴并列。战国时代学者总结《诗经》艺术经验而提出的美学范畴。《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汉儒又将其称为《诗》“六义”之一。既被视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又被视为诗体。刘勰：“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信旧章矣”（《文心雕龙·比兴》）。至唐孔颖达始将“六义”分为诗体、诗法两种，以比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即借物为喻。“比者，比方于物。”“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比与兴的区别在于：比的感发大多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而兴则无；就“心”、“物”作用的先后来说，比大多是“心”的情意在先，借比为“物”的表达在后，而兴则相反。参见“兴”。


兴
 　《诗》“六义”之一。与风、雅、颂、赋、比并列。作为美学范畴使用，源于孔子。语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指文艺的感染作用。战国时代学者将其作为“六诗”之一。《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汉儒又将其称为《诗》“六义”之一。后人则通常将兴既作为诗体，又作为表现方法。唐孔颖达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毛诗正义》）认为“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明确将兴作为诗歌三种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其特点是：托事于物，触物起情，“兴者，托事于物。”“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孔颖达《毛诗正义》）经过诸多注家引申，兴已从《诗》的艺术表现手段，扩展成为一般的美学范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基本的表达方式之一。与赋、比皆为诗歌形象表达、触发读者情感的手段。兴与赋、比的区别在于“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孔颖达：《毛诗正义》）另外，兴的感发大多由感性直觉的触引，是自然无意的，而比则对附托的外物进行了有意的选择。就“心”、“物”相互作用的先后来说，大多是“物”的触引在先，兴起的情意在后，与比正好相反。因而兴又被称为“触兴”。“兴象”、“兴寄”、“兴趣”等美学概念，均为兴的引申。参见“比”。


赋
 　《诗》“六义”之一。与风、雅、颂、比、兴并列。战国时代学者总结《诗经》艺术经验而提出的美学范畴。《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汉儒又将其称为《诗》“六义”之一。既被视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又被视为诗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用赋体，患在意浮”（钟嵘《诗品序》）。至唐孔颖达始将“六义”分为诗体、诗法两种，以赋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即为铺陈方法。“赋之言铺，直陈今之政教善恶。”（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铺陈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带有夸张的铺张叙述，并借叙物以言情。经过诸多注家引申，赋已不限于《诗》的表现方法，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表达方式之一。如清吴乔称杜甫《吹笛关山》篇“前六句皆兴，末二句方是赋”。称《蓬莱宫阙》篇“全篇皆赋”，“前六句追述昔日之繁华，末二句悲叹今日之流落耳”（《答万季野诗问》）。


美刺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诗歌能对美好的事物加以赞美称颂，对丑恶的事物加以讽刺。《诗》有些篇章在表达作诗目的时，已涉及美、刺两端：“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这种对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赞美与讽刺的思想，在《毛诗序》中发挥成为“美刺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表达了古代对诗歌社会作用的认识，成为中国古代诗论中传统的美学思想。


诗教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古代统治者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民，其中《诗经》的教化作用称为“诗教”。《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认为凡深于《诗》者，便可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反映了儒家对于《诗经》社会作用的一种见解。由于儒家提倡，这一见解在封建社会中影响很大。


兴于诗
 　孔子的美育论点。意为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应首先学《诗》。《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论语注疏》）指明学《诗》为修身的第一个项目。孔子重视《诗》的教化作用，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并认为《诗》不但能够使人获得政治、伦理、历史、自然等多种知识，而且能够陶冶人的情感，使人按照仁人君子的要求进行自身的修养。这一观点触及了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表明孔子对美育的重视。


立于礼
 　孔子用语。指立身必须学礼。《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礼者所以立身。”指明学礼为立身的根本。孔子重视礼的教化作用，提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认为礼能规范人们的行动，《诗》能感化人心。从《诗》与礼的不同作用肯定学习它们的重要性，表明孔子主张德育与美育不可偏一，二者必须兼施的观点。


成于乐
 　孔子的美育观点。意谓通过学习乐来造就人。《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乐所以成性”（《论语注疏》）。指明君子修身始于学诗，完成于学乐。孔子重视乐对于人的感染作用，认为人格的圆满、完成、完善，赖于乐的感化作用。“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智、廉、勇、艺皆不足为成人，只有复加以礼乐，才可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从乐对于人性的感染陶冶作用的角度，肯定了艺术的重要意义。


尽美尽善
 　孔子的美学观点。指美与善都要达到尽可能理想的程度。《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认为《武》舞表现武王以征伐取天下，乐、舞形式上是美的，道德内容上是“未尽善”的。明确提出美与善的矛盾与区别：从美的观点看是完满的，从善的观点来看，则未必完满。认为《韶》舞表现尧、舜以德受禅，是“尽美”又“尽善”的，美与善可以在矛盾中求得统一，强调在充分肯定美的意义和价值的前提下，追求美与善的和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


思无邪
 　孔子的美学观点。《诗经》中已有“思无邪”一语，“思无邪，思马斯徂！”（《诗·鲁颂·[image: ]
 》）但《诗经》中“无邪”指牧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而“思”为语气词，并无实意。孔子借用“思无邪”，作为对整部《诗经》的评价。《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赋予“思无邪”与原来不同的含义，即“归于正”（包咸注）。邢昺疏：“为政之道在于去邪归正。”（《论语注疏》）朱熹注：“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诗集传》）孔子以“思无邪”评价《诗经》，正是欲使学诗成为伦理道德的教化手段。这一思想为后代儒家学者所发挥，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主张“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以汉儒《毛诗》大、小序为代表，把《诗经》中原意为表现男女爱情，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揭露讽刺统治者的诗篇，都曲解成符合“思无邪”标准。朱熹则认为《诗经》中的诗，并不能都用“思无邪”来概括，而将其中一些民间流行的爱情诗，视为淫邪之作，进而提出“思无邪”应为对读诗人的要求。“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朱子语类》）


兴观群怨
 　孔子的美学观点。《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指明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兴”指诗歌能引起欣赏者精神感动与奋发。朱熹注为“感发志意”（《论语集注》）、“托物兴辞”（《诗传纲领》），涉及审美活动中想象、联想等心理活动，孔安国注：“引譬连类”（《论语注疏》）。“观”指诗歌可使人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论语注疏》），南宋朱熹注：“考见得失。”（《论语集注》）“群”指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相互感染，从而保持社会群体的和谐。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论语注疏》）“怨”指诗歌可对不良政治的种种表现、违反仁道的各种人、事，表示出否定性的情感态度。以后，王夫之等把这一思想加以发挥，提出“兴”、“观”、“群”、“怨”，互有联系，不可分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诗绎》）认为“兴”、“观”、“群”、“怨”既是审美过程中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心理特征，又是诗歌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是通过对心灵的陶冶、感染、荡涤而实现的。其中“兴”为前提、为基础，“观”、“怨”、“群”离不开“兴”。孔子把“兴”置于四者之首，表明他已认识到艺术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美感的心理活动来实现的思想。


里仁为美
 　孔子的美学观点。意指和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濡染仁义道德的精神和风格，才是美的。“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说文》：“里，居也。”“择”，王应麟《困学纪闻》谓《论语》古本作“宅”，惠栋《九经古义》引《释名》：“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意谓选择住居在仁人之所甚美，选择住居而不在仁者之所，焉得为智。宋朱熹注：“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为知矣。”（《论语集注》卷二）在孔子美学思想中，“仁”是最高的审美原则，就是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仁爱，而要求从自身、从自己的家庭、从调整、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做起，逐步建立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


文质彬彬
 　孔子的伦理美学观点。意谓只有文采与质朴两者相结合，才是君子的风格。“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宋朱熹注：“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四书集注》）皇侃《论语义疏》释“史”为“虚华无实”，“多饰少实”。孔子此谓质朴多于文采，就不免鄙野；而文采多于质朴，又流于浮夸虚饰。唯有“质”与“文”相互适应，内在的道德品质与外部的仪容修饰均衡相适，文质并茂，才是真正的君子风度，反映其强调仁义道德修养和礼乐审美文化修养兼备的思想。《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评论虞、夏、殷、周四代历史：“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由于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之“文”包含有文化、文辞、文采之义，后来又由论人转化为对文的论述，文、质统一成为儒家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对文艺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孔子之后，继之讲文质统一的，如屈原在《怀沙》中说：“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即自己言行美好，品性良善，内质彰显于外文。汉初刘安《淮南子·本经训》，论及钟鼓箫管和仪仗节饰作为文饰与其指向时说：“必有其质，乃为之文。”这里“文质”已转向文艺理论。西汉扬雄《太玄·玄莹》：“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饰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而在陆机、萧统、刘勰等人文论中，把文辞与情质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被后人所普遍使用。


辞达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范畴，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指言辞应以表达志意为旨归。孔子是从道德的角度阐发这一命题的，他反对过度的文辞修饰，认为这会“巧言令色”以“乱德”。但他也不一概否定文辞、文采的重要作用，关键是要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的这一见解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表现出了重质与重文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潮，前者如宋代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今之所调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后者如苏轼《答谢民师书》提出：“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足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在此，苏轼首次把“辞达”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相联系，对“辞达”范畴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发挥、阐释，丰富了儒家文艺理论的美学内涵。


风化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文学艺术的教育感化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南宋朱熹注：“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诗集传》）儒家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把诗歌作为安邦治国，“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主张诗歌应发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维护人伦关系的效用。在先秦，孔子已提出诗歌兴、观、群、怨的作用，《荀子》和《乐记》更强调诗乐的教化作用，主张统治者利用诗乐教化人民。《毛诗序》继承《荀子》和《乐记》的观点，特别强调诗歌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古代文化遗产的要求。


礼乐
 　礼与乐的并称。礼，泛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乐，指礼仪活动中的诗歌、音乐、舞蹈。儒家十分重视礼乐。孔子已将“礼乐”并称用来概括周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教养活动。提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将礼乐作为对百姓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认为君子修身必须学习礼乐，礼乐能使人成为人格完满的“成人”。“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学习礼乐不能仅仅满足于形式：“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离开“仁”的原则，礼乐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强调“乐”须以“礼”为本，合于“礼”的“乐”才是真正的“乐”，否则就是“淫乐”。荀子亦提出“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荀子·乐论》），强调以礼导乐，乃是先王的“立乐之方”。《乐记》则从礼、乐的产生及社会职能上阐述了两者不可偏一。“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记·乐礼》）。认为礼与乐虽有区别，“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记·乐论》），但两者作用一致，“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记·乐本》）。《礼记》还进一步阐述了礼乐相成的思想，“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礼记·仲尼燕居》）墨家则从“节用”原则出发，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法家从实用功利出发，也对礼乐采取否定态度，韩非称“好五音”为导致国家衰败的“十过”之一，认为儒家的繁文缛节之礼，是颠倒了“貌”与“实”的关系，“礼繁者实心衰也”（《韩非子·解老》）。自汉董仲舒以后，随着儒家美学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礼乐并举遂成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宋郑樵在《通志·乐府总序》中提出：“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宋契嵩亦云：“礼，王道之始也。乐，王道之终也。”“礼乐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见《潜子·论原》）。


依仁游艺
 　孔子的美学观点。依仁，指归依于仁，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游艺，指涉历游观各种艺事。《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指明依仁与游艺的联系是“依于仁”还须“游于艺”。“游于艺”为对技艺的训练与掌握，其中包括对带有技艺性质的乐及与之相联系的诗、歌、舞的涉历和掌握，而“游”则是掌握已达到自由“游戏”的境界，它使人获得的自由感受，实即审美感受。孔子让学生子路、曾晳、冉有等“各言其志”，独倾心于曾晳所述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即为“依仁游艺”思想的形象体现。


怨而不怒
 　儒家美学观点。抱怨而不发怒。语出《国语·周语》：“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韦昭注：“怨，心望也。怒，作气也。”后南宋朱熹用此语为孔子诗“可以怨”作注，主张诗歌写怨应有节制。“怨而不怒”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均为儒家“中庸”原则在美学批评上的运用，以强调美的、有益于人的艺术作品在情感表现上不能超出适当的限度。


乐山乐水
 　孔子用语。指精神品质不同的人对自然美的欣赏各有爱好。《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朱熹注：“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论语集注》）仁者、智者各从自然对象上看到与自己道德品质的相通之处，故有“乐山”、“乐水”之好。触及自然美对社会生活的联系、对道德品质的象征作用。战国时荀子发展了“乐山乐水”的思想，提出“君子比德”说，肯定君子对自然美的观赏是出于“比德”动机。其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韩婴在《韩诗外传》、刘向在《说苑》中进一步对这一命题进行解释与发挥，在古代美学与艺术创造上均有深远影响。


乐节礼乐
 　孔子用语。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指出人的快乐存在着有益与有害的差别。凡是由于行动受到礼乐的调节而获得的快乐，是有益的；从荡游忘返、饮食荒淫取得的快乐，则属有害。强调礼乐之美所引起的感官愉悦有着社会伦理的内容，不同于单纯的生理快感。


绘事后素
 　孔子的美学观点。语出《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论语注疏》）孔子引用绘画用语，意在说明美女虽有倩、盼素质，还须以礼成之，正如素在绘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样，礼对于美也起着最后的制约作用，表达了儒家以礼为美之本的思想。一说其意应为先有白底子，然后才可画花，绘事后于素。朱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论语集注》）。


大音希声
 　老子的美学观点。意为最完美的音乐是人们听不到的音乐自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大音”，指音乐本身、音乐的本源——“道”；“希声”，并不是指没有声音，而是指人们听不到声音，“听之不闻，名曰希”（《老子·十四章》）。用音乐本身“听之不闻”，比喻道既属感觉范围的对象，却又不能为视听感官直接把握。认为“道”作为万物之母，是有状与无状、有形与无形、有声与希声的统一，从视觉而言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十四章》），从听觉所及的“音”来说，是听之不闻之音。这一命题涉及了一切美与艺术既诉诸感觉又超越感觉的特点，阐明在音乐欣赏中应追求进入一种超越对声音单纯感知的“大音希声”的境界。一说为无声胜有声之意。“聆乐时每有听于无声之境。”“寂之于音，或为先声，或为遗响，当声之无，有声之用。是以有绝响或阒响之静（empty silences），亦有蕴响或酝响之静（peopled silences）。静故曰‘希声’，虽‘希声’而蕴响酝响，是谓‘大音’。”（钱锺书《管锥篇·老子王弼注十四》）


大象无形
 　老子的美学观点。意为最大的形象是人们看不见的“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大象”指形象本身，指“道”，“执大象，天下往。”（《老子·三十五章》）“无形”并非指没有形状，而是指“视之不足见”（同上）。详“大音希声”。


大巧若拙
 　老子的美学观点，意为真正灵巧优美的东西应是不事修饰的。《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王弼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本义》引苏辙注：“巧而不拙，其巧必劳。付物自然，虽拙而巧。”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揭示了巧与拙的辩证关系。老子认为“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人亦应顺应自然的要求，以“无为”的态度对待一切，可以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真正的巧并不在于违背自然规律，而在于“付物自然”，使自己的目的自然而然地实现，这样看似笨拙，实为大巧。此种境界的实现，即为无目的与合目的、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老子提出的“大巧若拙”虽然本意不在审美，但却概括了一切高度成功的艺术创造的特征。其所提出的“巧”与“拙”的概念及互相关系的问题，后成为中国古代美学所论述的重要问题。


美恶相对
 　老子的美学观点。意谓美与恶（丑）相互比较、相互依赖而存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认为美相对于恶（丑）而言，皆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才有与美相对立的丑。这种依存关系，犹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同上）一样。又认为美与丑的区别也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进而推论出绝对的美与丑都是不存在的。


美言不信
 　老子的美学观点。与“信言不美”相对。意谓美与信（真）是对立、不相容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认为真实的言词是不美的，美的言词是不真的，揭露、抨击了当时社会上美与真相矛盾、用漂亮言词掩盖虚假诡诈的现象。“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信言不美
 　见“美言不信”。


涤除玄览
 　老子用语。意为洗垢除尘，排除杂念，静观深照。《老子·十章》：“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要求人们对于“道”的观照，必须保持内心的虚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十六章》）认为只有排除一切物质功利观念的干扰，保持心灵虚寂清静的状态，才能观照到道的循环往复、发展变化。这个观点涉及审美观照中的心理状态。战国时期管子学派、荀子、韩非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这种理论，荀子的“虚壹而静”（《荀子·解蔽》），韩非的“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韩非子·主道》），都与“涤除玄览”有渊源关系。庄子提出“心斋”、“坐忘”等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亦以此为发端。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家宗炳提出“澄怀观道”，陆机提出“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文赋》），刘勰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文心雕龙·神思》），则是“涤除玄览”这一命题的发挥，并将其引入文艺创作领域。


致虚极，守静笃
 　道家倡导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心态。语出《老子·十六章》。为了获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也就是进入“道”的境界，老子认为主体必须要有“致虚极，守静笃”的心理状态，使自己忘掉周围的一切，也忘掉自身存在，这样就可与物同化，而完全顺应自然规律。为此，老子又提出“涤除玄览”。要求审美主体必须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内心虚静，方能洞察宇宙，览知万物。老子关于虚静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极大。《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管子·心术上》：“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虚者，无藏也。”《荀子·解蔽》：“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梁刘勰又将其心理特征应用于审美创造过程，《文心雕龙·神思》：“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强调宁静专一的构思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南宋朱熹《清邃阁论诗》：“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者。心里闹如何见得。”“虚静”的审美心态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恍惚
 　指一种若有若无、朦胧含蓄的存在状态，语出《老子》。原是讨论“道”的存在状态，但同时具有丰厚的美学含义。《老子·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十四章：“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认为“道”的“恍惚”状态就是有与无的统一，同时也是实与虚、有限与无限、抽象与形象的统一，这也正是中国古代艺术意境的典型审美特征。后人在文艺美学理论中虽然很少直接使用“恍惚”的概念，但这种思想贯通意象、意境、神韵等重要审美范畴，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甚大。如阮籍《清思赋》：“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司空图引戴叔伦语：“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正是对“恍惚”之美的形象描写。此外，“恍惚”与“含糊”、“混沌”、“朦胧”等美学范畴在意蕴上也是相通的。


朴
 　道家提出的美学范畴。意指未被人为加工的原始质朴的存在，即“道”。“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老子·三十二章》）“无名之朴”（《老子·三十七章》）。朴与人为加工之器相对，“朴散则为器”（《老子·二十八章》）。主张应“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庄子学派延续了这种思想，认为经过人工雕饰的“牺尊”和“圭璋”是对“纯朴”和“白玉”的“残”、“毁”，“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庄子·马蹄》）因此，也主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林》）。并将“朴”与美结合起来，以为“朴”是一种自然本色的美，是美的最高境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这种美学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如唐释皎然云：“诗不假雕饰，任其丑朴”（《诗式》），清贺贻孙亦云：“朴实胜华，拙实胜巧。”（《诗筏》）


见素抱朴
 　老子提出的美学观点。意指呈现没有染色的生丝，怀抱没有加工的原木。语出《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见：现，呈现；素：没有染色的生丝；朴：没有加工的原木。“见素抱朴”、“绝学无忧”、“少私寡欲”本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三项治国措施。这种外表单纯、内心朴实的思想反映了老子以朴素为“美”的美学观，认为做作就破坏了本然之美。庄子亦对此种观点有所继承：“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道家这种崇尚天真自然、不事雕饰的审美倾向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影响深远，后世的“初发芙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等主张皆是其余响。


先质后文
 　墨子的美学观点。质与文本为儒家用语，质指人内在的固有的道德品质，文指人的外在的文饰，墨子将质引申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将文的外延扩大为一切审美活动，用先质而后文说明审美和艺术活动要建立在一定物质生活基础上的思想。认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墨子·佚文》）从“节用”、“安民”的立场提出，先要解决饱、暖、安、息等物质生活条件，才可考虑美、丽、乐等审美与艺术方面的精神需求。这一命题，包含着认为功利观念先于审美观念的合理因素。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墨子学派的美学观点。《墨子·佚文》：“衣必常暖，然后求丽，此圣人之务。”意谓人们的衣着服饰，不必过分奢华，首先应该要求温暖御寒，然后求其美观华丽。这是一种先讲功利实用而后追求美感享受的美学观点。这种观点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下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但一旦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求丽”反过来又能推进社会的发展，这一点是墨家所未能预见的。参见“先质后文”。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墨子学派的美学观点。意谓人首先应当达到温饱的生活水平，然后才追求美的满足。《墨子·佚文》：“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认为就个体来说，只有在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实现的前提下，审美需要才会得以浮现出来。参见“先质后文”。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墨子学派的美学观点。意谓居室建筑，首先应该求其安稳牢固，然后追求其令人快适安逸的愉悦效果。《墨子·佚文》：“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参见“先质后文”。


非乐
 　墨子提出的音乐美学主张。虽并不否认美的客观存在，“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墨子·非乐》），认为音、色、甘、美也为人所需要，但要先质后文。强调音乐不利于天下：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而且制造钟鼓琴瑟等乐器以及组织庞大的音乐歌舞队伍要花费巨大的国家财富，“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主张音乐“不可不禁而止也”（同上）。“非乐”思想一方面是对当时统治者奢靡腐败生活的抗议和批判；另一方面，却表现出狭隘功利主义的态度，以物质功利活动取代对于美和艺术的追求，从而相对忽视了音乐的正面作用。


心平德和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意谓通过音乐等艺术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人的心理达到平和，在心平气和的心理状态下使道德精神得到升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徐疾，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晏婴把音乐之美和道德精神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乐和，才能心平；只有心平，才能德和；只有德和，才能使行为趋于中正，体现了儒家中和之美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音乐的审美功能的深入认识。


逍遥游
 　庄子用语。指主体精神以超功利、无目的、非思辨的态度与物交往所达到的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审美生存方式。逍遥游其实就是闻道、体道、游心于道、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的过程。“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上与造物者游”（《天下》）。在《田子方》中，庄子借孔子与老聃对话之口，道出这一思想：“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认为至人这一理想人格的可贵，就在于可以达到至美至乐的最高审美境界。庄子关于游的审美人生境界的思想，在后世得到强烈反响和不绝如缕的回声。逍遥游也是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在世方式与人生态度：“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脱离现实的藩篱，打破狭隘的视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要求顺世而不失本性，凭借天地的正道将生活审美化。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生存方式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秀才入军》）这样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与诗意生存正好体现了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对后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追求和艺术创作有深远影响。如唐陆龟蒙《补沈恭子诗》：“虽非放旷怀，雅奉逍遥游。携手桂枝下，属词山之幽。”宋苏轼《九日次定国韵》：“会当无何乡，同作逍遥游。”体现在艺术审美中，《画山水序》所提出的“卧游”说也与这一美学思想密切相关。宋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更进一步把游的审美精神具体化，“吐故纳新，本游方外”，以游指明山水画价值的依据。


解衣般礴
 　庄子用语。解衣露身，脚交叉而坐。庄子用以指画家表现真率自然的天性的一种作画方式。《庄子·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认为艺术创造是一种顺之天理、应之自然的自由创造活动。艺术家只有排除物质利欲的干扰，不受儒家礼法的约束，“解衣般礴”，任情恣性，才能进入艺术创作的最佳精神状态而创造出优秀的艺术品。如一味考虑爵禄庆赏、非誉巧拙，因而精神紧张，形容猥琐，行动拘谨，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艺术品。这一见解深为后代画家赞同。清初画家恽南田说：“作画须有解衣般礴旁若无人之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南田画跋》）中国古典美学认为，艺术家这种真率自然的天性，不仅为作画所必须，亦为其他艺术创作必备的境界。清王士禛在引述《庄子》“解衣般礴”故事后说：“诗文须悟此旨”（《渔洋诗话》）。


庖丁解牛
 　《庄子》中说明人的自由的获得在于主观精神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寓言。“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image: ]
 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善于解牛的庖丁，技艺纯熟，其宰牛动作，合于乐章的节拍、舞步、韵律，犹如能给人带来美感享受的音乐舞蹈表演。庄子对解牛技艺的阐述，触及艺术创作的一些根本特征。认为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技”，与“道”相通，“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同上）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无为，在运行中表现出合规律而又合目的，带有艺术创造性质的“技”亦必须是合规律与合目的，唯此才能成为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庖丁）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同上）这种从心所欲、不受束缚的自由创造，正是庖丁长期来摸索客观规律，“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结果，反映了不尊重客观规律，就不能进入艺术创造的自由境界的思想。


梓庆为[image: ]

 　《庄子》中说明唯有排除个人功利得失的考虑，方可全神贯注，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的寓言。梓为木工，庆为人名，[image: ]
 为簴，即悬挂钟鼓的木架，常刻成虎豹之形，其本身又成为一件艺术品。“梓庆削木为[image: ]
 ，[image: ]
 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image: ]
 ，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庄子·达生》）其所谓斋戒清洁以静心灵，即是排除个人利害得失对艺术创作的干扰，“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同上）只有将朝廷赏赐、个人爵禄、作品毁誉置之度外，方可消除外扰，专精内巧之心，从事艺术创造。[image: ]
 的雕刻所以被疑为神工，就在于顺其自然，“以天合天”，以个人的自然来合于树木的自然。揭示出艺术创造活动中的心理特征和获得最佳精神状态的途径。参见“以天合天”。


天籁
 　庄子用语。各物因其自然状态而自己发出的声音。天地间音响中的一种。《庄子·齐物论》：“‘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籁”，本指古代的管乐器箫，这里泛指由空虚的地方而发出的各种自然音响，因其声音所出的不同，有天籁、地籁、人籁之分。“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人籁系指用丝竹管弦等乐器吹奏出的声音，地籁系指风吹各种孔窍所发出的声音。人籁、地籁都要受到外界力量的制约，人籁依仗于人，地籁受制于风，唯有天籁的发声全凭自己，完全摆脱了任何外力的约束，是天然自发而生，因而这种不依赖任何外力的自然音响最美，胜于地籁及人籁。由天籁构成的乐曲就是“天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反映出庄子标举自然之美，贬抑人造艺术的主张。


地籁
 　庄子用语。风吹各种孔窍所发出的声音。天地间音响中的一种。《庄子·齐物论》：“地籁则众窍是已。”它的发声仅凭山石窍穴本身的条件与风的配合，“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同上）。详“天籁”。


人籁
 　庄子用语。指人吹箫管发出的声音。天地间音响中的一种。《庄子·齐物论》：“人籁则比竹是已。”成玄英疏，比竹为“箫管之类”。详“天籁”。


大美
 　庄子用语。指最高的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中，天地孕育和包容万物之美。“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庄子·天道》）人应当顺应自然，去观察、寻求“天地之美”。“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认为天地之“大美”是“道”的表现，“道”孕育、包容了天地之美。“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道”的本质是自然无为，“大美”的本质亦为自然无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天乐
 　庄子学派用语。指与“道”相合，顺应自然之乐。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语出《庄子·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将声音之美分为“天籁”、“地籁”、“人籁”三类，不受任何约束，不依恃任何外力，完全是天然而生的自然音响，是为“天籁”，由“天籁”构成的乐曲，就是“天乐”。“天乐”体现着“道”的本质，合于天地之德，故能养育天下，泽及万物。“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image: ]
 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认为“天乐”的本质与“道”一样，亦为自然无为。“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同上），处于一种逍遥、自由的境界。“天乐”是“至乐”。是人们的视听感官不能直接把握的，它“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庄子学派对“天乐”的崇尚，是标举自然美、反对人工雕琢的美学思想的具体表现，这种美学思想对后世文艺批评、创作中主张本色美、自然美的理论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人乐
 　庄子学派用语。指合于人之乐。语出《庄子·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认为音乐之美有“天乐”、“人乐”之分。“天乐”为音乐的最高境界，合于“道”，体现着天地之德；而明瞭天地之德，并以其均调天下，达到“与人和”的，就是“人乐”。强调“人和”必须以“天和”为前提条件，阐明“人乐”对于“天乐”的依存关系。参见“天乐”。


至美至乐
 　庄子学派用语。意指最高的美，最大的快乐。“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田子方》）提出“游心于物之初”（同上），即游心于“道”，方可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认为“天地有大美”（《庄子·知北游》），“天地之美”在于道的自然无为，得到自然无为的“道”，就能“得至美而游乎至乐”。为了实现对于“道”的观照，必须排除胸中一切生死、得失、祸福的考虑，做到“外天下”（排除对世事的思虑）、“外物”（不计较物质利欲得失）、“外生”（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种“无己”的精神境界的实现，正是得到“至美至乐”的先决条件，即进入审美境界，必须以实现个体人格自由为前提，揭示了最大自由与最高的美、最大的快乐的联系。


至乐无乐
 　庄子提出的美学观点，意为至极的欢乐在于无乐，借指审美创造中，最高的审美价值，最美的艺术品乃是出自自然无为的表现方式。《庄子·至乐》：“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成玄英疏：“俗以富贵荣华铿金[image: ]
 玉为上乐，用美言佞善为令誉，以无为恬淡寂寞虚夷为忧苦。故知至乐以无乐为乐，至誉以无誉为誉也。”庄子认为，世俗之乐以“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为乐，而这种世俗的物欲追求使人“伤性以身为殉”（《庄子·骈拇》），并不是真正的“乐”。要达到真正的“乐”就必须超越这一切，人入于天之中，体味自己合于天的人格，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而合于道，顺乎自然的“天乐”才是“至乐”。这种“至乐”是追求一种超乎现实世俗，超乎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享受，无法为世俗之乐来匡囿，因此表现为“无乐”。“无乐”是与庄子的“无为”思想相吻合的。“无为诚乐”正是“至乐无乐”之意，以“无为”的方式所获得的乐乃是一种最高的审美享受。它所获得的愉悦感完全是超功利的美感。这一观点是庄子的自然美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美学影响很大。


虚静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原为哲学范畴，指一种专心致志、排除干扰，不为物累，不为功利意识和情感偏见掩盖，去认识事物或“道”的精神状态。因其带有超功利、非求知的特征，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指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通过保持虚空明净的精神心理状态而获取审美对象的方式。它是进行艺术构思的基本前提，亦是艺术创造的一种高层次境界。道家创始人老子已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老子·十六章》）庄子较系统、较完整提出“虚静”理论：“吾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庄子·天道》）认为“虚静”首先是虚而空。“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虚主要指心虚。心虚而通道，故此“惟道集虚”。要使心虚，必须使心处于自然无为的状态，排除外界干扰，摒除私心杂念，从而“虚而待物”（同上）。此说对后世美学，尤其是艺术创作影响很大。魏晋时，“虚静”被引入艺术创作理论中。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强调宁静专一的构思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绘画、书法方面，苏轼则鲜明具体阐发了“虚静”的作用：“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诗》）表明“虚静”是促使灵感爆发，引导想象产生的必要前提条件。宋朱熹《清邃阁论诗》：“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这一理论促进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审美理论。


心斋
 　庄子提出的审美论范畴。心，指精神；斋，指斋戒。指一种排除思虑和欲望的精神修养方法，亦即审美过程中主体通过一系列精神心理活动获得审美对象的方法。《庄子·人间世》：“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气”是对这种空虚心境的形容。而“唯道集虚”，也就是说，只有空虚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庄子认为，消解各种由生理心理而来的欲望，不为社会的各种利欲追求所束缚，摒弃一切知觉和思想，完全泯灭意识的作用，以致虚的气和万物相接，保持心灵的虚静清明就是心斋。“心斋”范畴的提出，基于庄子的哲学思想和价值理想。“心斋”的特征是“虚”。“虚而待物”是审美过程中获取审美对象的方法。其实质是去实就虚，排除一切非审美因素，排除一切外界干扰的超脱审美观。“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以虚、静、明的心理状态来观照世界，则可“以天待人”、与道同流，而不“以人灭天”，与道相离。庄子从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和人生的有限性出发，提出“心斋”，让人向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天复归，目的在于追求人性的完满。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灵境界，是最充实，最博大的。因此，“心斋”不但是对作为宇宙生命大全的“道”的体悟，是对人生有限性和受束缚状态的超越，也是审美和创造高妙的艺术境界的根本。“心斋”说对后世美学有较大影响。历代文论家、艺术家都注意到创作过程中构思的重要性，注意到构思过程中主体的精神心理作用对创作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古代美学在阐述心物交感时不仅侧重于心的作用，而且强调心“虚而待物”的作用。


坐忘
 　庄子提出的美学范畴。通过静坐而彻底忘掉物我、是非差别和道德功利而达到与“道”同一的精神境界。语出《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离形”、“堕肢体”，指从人的生理欲望中解脱出来，“去知”、“黜聪明”，指从人的各种实用知识和利害计较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忘乎物，忘乎天”（《庄子·天地》）的境界。“坐忘”的目的是为了得道，要求物我俱化为道，俱化为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境界。从审美观照来说，如果观照者不能摆脱实用的功利的考虑，就不能发现审美的自然，就不能从有限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中把握宇宙无限的生机，就不能得到审美的愉悦。以审美创造来说，如果创造者不能从利害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来，其精神就会受到压抑，创造力就会受到束缚，就不能得到创造的自由和创造的乐趣。《庄子》书中很多寓言也都具体说明了这一观点。其说对后世美学影响很大。南朝姚最论及绘画创作时说：“杖策坐忘，既惭经国；据梧丧偶，宁足命家！”（《续画品并序》）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明确指出：“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继承和发展了庄子“坐忘”思想，指明“坐忘”式的审美态度对意境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物化
 　庄子提出的美学范畴。《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此之谓物化。”它包含着梦境中审美幻觉、幻象、幻境、幻影的内容，是幻梦中的主客体转化。


神遇
 　中国古代审美用语，指人在审美过程中主动与审美对象在精神意念上沟通契合，把握对象的内在神态和意蕴。语出《庄子·养生主》中庖丁宰牛的寓言。庖丁在解释其高超的宰牛技巧时指出：“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由技进乎道，是从对技巧的熟练把握到对技艺的融会贯通，以至达到自由发挥，运用自如的境地。“神遇”的“神”处在“道”与“物”的中间环节，物由神而几于道，故“神”带有一定的超验性特征。因此，“神遇”不是耳目感知，也不是言辩和理性思考，而是主体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一种精神体悟，即物象而超物象，不离开直观对象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悟解。庄子“神遇”说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重神重意倾向的基础，对中国传统审美理论的影响很大。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而创作过程就是“神与物游”的过程。唐虞世南说：“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笔髓论·契妙》）宋沈括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卷书七）清石涛则称自己之画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画语录·山川章》），都继承和发展了庄子的“神遇说”。


以天合天
 　庄子的美学观点。指审美与艺术创造当以人之天性合于事物之本然。《庄子·达生》：“梓庆削木为[image: ]
 ，[image: ]
 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image: ]
 ，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image: ]
 ，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梓庆作[image: ]
 ，必先“齐以静心”，排除一切人为意念，在忘我入神之中，质性形态合于[image: ]
 者之木，宛然以[image: ]
 现，然后加工而成。所作之[image: ]
 ，巧夺天工，“见者惊犹鬼神”。“器之所以疑神”，就在“以天合天”，即排除一切人为意念与作为，恢复自己的本然天性，并以这样的天性合于物的天性，从而达到审美与艺术创造的至上境界。“以天合天”的实质就是追求人之心灵与外在自然的浑契无间。它不仅是道家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美学之“天人合一”追求中最富于美学精神的一种境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澹然无极
 　庄子的美学观点。《庄子·刻意》：“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意指淡泊无为，无目的、无理想、无功名，便能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反映了庄子以朴素、澹然为最美境界的审美思想，对后世的审美文艺活动有较大的影响。


寂寞无为
 　庄子提出的美学观点。意指虚静无所作为。《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这与老子“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十六章》）一脉相承。虚静、寂寞、无为是道的本然状态，因此是万物的根本。庄子的“心斋”、“坐忘”论说，皆试图通过“离形”、“去智”这种虚静无为的自然状态，以达到心灵高度自由，“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庚桑楚》）。这种思想对后来艺术创造的审美心胸有深远影响。如宗炳“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画山水序》）、苏轼“静能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等，都强调虚静之心对于审美创造的重要性。


物我两忘
 　指审美感受的一种状态。《庄子·齐物论》已用寓言申喻了这种审美的境界：“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对后世影响颇大。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明确指出，绘画欣赏的心理特点是“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已认识到人在审美时具有的随物宛转、神与物游，审美者与审美对象融合无间的特点。


得鱼忘筌
 　庄子的哲学、美学观点。“筌”，捕鱼用的竹器，意为捕到了鱼就忘记了赖以捕鱼的工具，以喻审美活动中的“得意忘言”。《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以鱼、兔喻意，以筌、蹄喻言，强调得鱼、得兔是目的，筌、蹄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形象地说明了“得意忘言”的合理性。参见“得意忘言”。


得意忘言
 　庄子的哲学、美学观点。“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主张“意”重于“言”，“言”必须为表现“意”服务。“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天道》）。对于言者来说，重要的是达“意”；对于言的接受者来说，重要的亦是领会言辞中表达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意”，而不应拘泥于言辞。描述了审美创造与欣赏中应达到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对“意”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后世“意象”论的诞生。


美者自美
 　庄子学派的美学观点。意为美丽者自以为美。《庄子·山木》：“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出发，认为美与丑的区别是相对的，“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人们对美与丑的主观评价也是相对的，进而认为审美评价没有客观的标准。“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同上）郭象注：“彼之所美，我之所恶也；我之所美，彼或恶之”（《庄子·知北游》注）。故逆旅小子美、丑二妾，会出现美者贱、恶者贵的结果。这一命题强调了美感的差异性、相对性，却否定了美感的普遍性。


道与技
 　庄子学派提出的一对美学概念。道为万物之本源，“技”为古代各种技艺。《庄子·天地》指出：“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认为“道”为本，“技”为末，“道”重于“技”，“技”服从于“道”。“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然“技”与“道”又有相通之处。对于“道”的爱好，有利于手艺技巧达到与天地自然之“道”相合的神化境地。“梓庆削[image: ]
 ”、“庖丁解牛”、“吕梁丈夫蹈水”、“津人操舟”、“痀偻者承蜩”、“轮扁斫轮”，这类精湛技艺的获得，正是匠人、艺人主观修养达到虚静、无欲，与“道”合一的结果。而从“技”中又可以见出“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技”的自由创造的特征，正显现了“道”自然无为的特征。庄子学派对“技”与“道”相通的阐述，涉及艺术创造的根本特征。


适
 　指在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中所达到的一种恬适自足、自由和谐、舒适愉悦的审美心境。庄子强调逍遥人生的审美心胸：“上焉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调）适而上遂也。”（《庄子·天下》）并在《达生》中进一步提出“忘适之适”的人生理想。魏晋时期有“人生贵得适意耳！”（见《世说新语·识鉴》）的感叹，反映了对自由人生的向往与追求。后来“适”的美学意蕴逐渐应用于文艺批评，如司空图论诗：“倘然适意，岂必有为。”（《二十四诗品·疏野》）宋郭熙论画：“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林泉高致》）清袁枚论诗亦云：“诗写性情，唯吾所适。”（《随园诗话》）说明了“适”的审美内涵已广泛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


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庄子提出的美学观点。“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庄子·渔父》）意谓以天然造化为法，以天然本性为真，不拘泥于俗世礼节，这样才能达到圣人的人生境界。“法天”、“贵真”是客体之真与主体之真的统一，体现了庄子以自然、真性为美的思想。这对后世美学理论有深远影响。如唐司空图《诗品·自然》所言“遇之自天”等，皆是对“法天”思想的引申和发展；而王充的“真美”，李白的“清真”，元好问的“真淳”，陆时雍的“真趣”，钟惺的“真气”等，皆与庄子的“贵真”思想有着渊源关系。


厉与西施，道通为一
 　庄子的美学观点。意谓美与丑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从“道”的认知观点来看，都是同一的。《庄子·齐物论》：“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又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同上）莛，枝茎；楹，屋柱。厉，病癞，以象征丑物；西施，美女，象征美人。恢恑憰怪，指宽广与狡诈、变异与奇怪。郭象注：“夫莛横而楹纵，厉丑而西施好，所谓齐者，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故举纵横好丑，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道通为一也。”成玄英疏：“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八事相比较，以道观之，本末无二，是以妍丑之状万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为一。”庄子认为，美与丑，犹如枝茎与屋柱的区别一样，大小不同，变化奇异，实则都是“道”派生出来，分一物为数物，于此则成功，于彼则毁灭。故无论成功与毁灭，美丽与丑恶，均复通而为一，不必异视，反映其否认美丑在一定条件下有其质的规定性的差异的相对论观点。


象罔
 　《庄子》用语。原是论得道的方式，意谓真正的道往往处于朦胧、恍惚之中，欲加明辨，反失其真。唯有以浑含朦胧的意识去感受，才可获得。“黄帝游于赤水之北……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庄子·天地》）“玄珠”即指渊深圆润的道。“知”指理智、思辨，“离朱”指敏锐的感官，“喫诟”指巧辩的言辞。庄子所描绘的这则寓言意思是说，用“理智”、“思虑”得不到“道”，用“视觉”、“言辩”也得不到“道”，唯有用“象罔”始能得之。“象罔”，吕惠卿注曰：“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明白）不昧（昏暗），玄珠之所以得也。”（《庄子义》）郭嵩焘注曰：“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郭庆藩《庄子集释》）今人宗白华根据这些注，解释庄子这个寓言：“非无非有，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美学散步》）庄子的这个寓言，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就表现“道”来说，形象较之言辩（概念、逻辑）更为优越；但是这个形象，并不单是有形的形象（“离朱”），而是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形象（“象罔”）。“象罔”与“滑疑之耀”含义相近，都是强调有与无、实与虚、明与暗的统一，而这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形象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古代所强调的审美意识与艺术形象的特征。


化腐臭为神奇
 　庄子提出的美学命题，原指对立物之间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借指审美对象具有相对性，美可以转化为丑，丑亦可以转化为美。《庄子·知北游》：“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强调美丑的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美丑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明焦竑将此用之于诗文创作：“夫词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词，又不以相袭为美……而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实者虚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仪之军，而旌旗壁垒皆为色变，斯不谓善法古者哉。”（《与友人论文》）是针对前七子、后七子诗派所提倡的“尺尺而寸寸之”拟古主张而发。认为善学古者，不以词“相袭为美”，不以古之词，属今之事，而要“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即敢于创新，化腐臭为神奇。郎瑛《七修类稿·诗文·集句》：“观此真可谓化腐成奇，岂直雕虫小技而已耶！”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古人诗词，不尽可用，善于运用，何难化腐为奇。”亦即此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提出的美学命题。《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唐陆德明《庄子音义》：“大美谓覆载之美也。”（见《经典释文》）庄子认为天地自身由“道”所派生出来的美，不依靠语言而能表现，四季变化的规律不依靠议论而自然显现，万事万物的道理也不依靠人们的说明而成立。庄子常用“天”、“天地”来表征“道”。所以，“天地有大美”即“道”有大美，一切都是“道”的自然美形式的表现。庄子还将天地与“四时”、“万物”并提，天地即指实体性自然界，自然界比人类社会更能体现道的无为特性。这一天地具有孕育和包容万物的宏观之美的思想对后世自然审美观影响深远。


充实之谓美
 　孟子提出的美学观点。意谓个体通过自觉的努力，把他所固有的仁义等善的本性扩展贯注于全人格之中，并表现于外在的感性形式，即成为美的人。《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汉赵岐注：“充实善信，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孟子注疏》）孟子将个体人格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等，认为美的人必须具有仁义道德的内在品质，并表现充盈于外在形式，这一美学命题发展了孔子关于美与善内在一致性的观点，对后代学者影响颇大。西汉扬雄提出：“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法言·君子》）北宋张载明确提出“充内形外之谓美”（《张子正蒙·中正》），认为美不单要有善的或好的内在品质，还应有文采可观的生动形式表现。清焦循亦云：“充满其所有，以茂好于外，故容貌硕大而为美。美指其容也。”（《孟子正义》）


仁声
 　孟子用语。指仁德的音乐。《孟子·尽心上》：“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汉赵岐注：“仁声，乐声雅颂也。仁言之政虽明，不如雅颂感人心之深也。”强调歌颂先王之德的礼乐比仁的说教更能感染人心，反映出孟子对音乐教化作用的肯定。


同乐
 　孟子用语。《孟子·梁惠王》：“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认为“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诸侯君主只有关心百姓疾苦，“与民同乐”，才是使天下归服之道。在审美欣赏上，则认为只有与别人共赏，才能大大加强审美的愉快，反映出强调审美活动不是自私的与排他的，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性的思想。


浩然之气
 　孟子用语。指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美。气，“意气”、“体气”；浩然，盛大流行之貌。《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认为气是一种与志相关的主观精神力量，“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当个体精神上升到无所畏惧、盛大刚直时，即为“浩然之气”。它“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它具体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并认为要实现这种个体人格精神美，需要“养气”，“配义与道”。反映出儒家强调伦理与美相统一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颇大。


仁义为美
 　孟子用语。《孟子·公孙丑下》：“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明确将仁义等道德精神作为美。认为人的内在道德精神能够表现于人的外在形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表现于外在形体的道德精神同样能引起人的审美愉快。“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反映出孟子把美与善相联系，并把人格精神视为审美对象，认为它能带来审美快感的观点。


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美学命题。评论作品要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品德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尚”即“上”，“尚友”即上与古人为友，涉及士人如何增进学问、培养道德的途径问题。反映出诗歌以及其他文艺作品同作者的时代和生平思想密切相关之理，即“知人论世”。“知人”，就是要了解艺术创作者的生平事迹、思想状况，“论世”，就是要考察当时的时代风尚、社会生活及其对艺术创作者的影响，即对艺术品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文化空间有较深入了解，才能真正把握艺术品本身的内涵及审美价值。孟子这一观点，包含着对审美接受心理和艺术批评法则的深刻理解，对中国古典诗学、美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后世文艺批评家、美学家自觉遵循的原则。近世学者又将孟子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主张相结合，作为文艺批评的原则：“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参见“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
 　孟子用语。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了解作者的本意。《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认为这是正确理解作品所表达的思想的方法。对“以意逆志”之“意”，历来有两种解释。东汉赵岐注：“意，学者之心意也。”“志，诗人志所欲之事。”“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孟子注疏》）。南宋朱熹注：“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孟子集注》）近人朱自清因袭此说，将其解释成“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诗言志辩·教诗明志》）。今有学者按此解释，认为孟子主张读诗者应当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体验、理解等活动，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包含了对艺术欣赏特征的深刻理解（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另一说以“意”为作诗者之意。清吴淇提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今人亦有取此说者，认为“意”“属作者之本意，即通过作者的本意去考察作品所表现的思想，而不要停留在‘文’、‘辞’表面的意义上”（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一卷）。认为孟子主张分析作品不能仅看表面形式，不能拘泥于个别辞句，而应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品的全局去掌握作者意图，理解作品表达的思想。


不以辞害志
 　孟子提出的美学命题。意指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个别词句而误解作者原意。语出《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回溯、追溯之意。“意”为解说者之意，即以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来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东汉赵岐《孟子注疏》谓：“意，学者之心意”、“志，诗人志所欲之事”、“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南宋朱熹《孟子集注》：“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一说认为“意”为作诗者之意。清吴淇《六朝诗选定论缘起》：“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近世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亦同意此论。但诸多学者认为，应把“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清顾镇《虞东学诗》）参见“知人论世”。


良知
 　中国古代的道德范畴，也是审美范畴。意谓先天具有的道德善性和认识本能。具体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类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的“善端”。《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其表现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同上）又认为“仁义礼智皆根于心”，故“良知”为心之本体，一切意识和德性皆出于此。孟子的“良知”说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张载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正蒙·诚明》）。把“良知”看成是人的“德性之知”，是不萌于见闻的。南宋朱熹说：“良者，本然之善也。”并引北宋程颢的话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明王守仁的心学美学，主张美的本体即良知，良知呈现即是美；审美是对良知之美的体认，良知之美亦即在体认与践行中澄明。他以“良知”作为其哲学美学体系的基础，宣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他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并断言良知是天地的本原、万物的主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传习录》下）同时这种良知又是内在于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传习录》下）。


温柔敦厚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儒家关于诗教目的与效果的概括。意为温和宽厚。《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认为《诗经》中作品虽然对王室政治有所讽刺，但并不作直接、尖锐的揭露，故能教人以温柔敦厚。这种说法与《诗经》的实际内容并不完全相符，但由于儒家大力提倡，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美学观念。它要求诗歌必须对人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使人性情柔和，待人宽厚，遵守礼教，并以此作为治国之本的一个方面。在诗歌创作上，它要求写出温柔恭顺、没有反抗性的形象，用以感化人之“善心”。虽然诗歌可以“怨”、“刺”，但须怨而不怒，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义。对中国封建时期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影响很大。后世许多人即以此为判断作品的标准。南宋杨时：“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龟山先生语录》）清叶燮还认为“温柔敦厚之旨”，随时而变。“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原诗·内篇》）但这一观点限制、削弱了诗歌对封建统治的揭露与批判。由于其讲究艺术表现的含蓄，主张讽谏婉曲，寓教义于比兴，对于比兴等艺术表现方法的发展，亦有影响。“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君子比德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意谓以自然对象之美来比喻、象征君子之美德。《荀子·德行》：“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认为玉色柔温润、有秩序有条理等自然属性，可以象征君子仁、智、义、勇等美好的德性，故君子以玉比德。孔子已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荀子进一步阐释了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的理由，及如何以大水比喻君子之德：“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荀子·宥坐》）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韩婴在《韩诗外传》、刘向在《说苑》中，对“君子比德”的命题都有所阐发，在古代美学与艺术创造上均有深远影响，成为欣赏自然美和创造山水诗、山水画等表现自然对象作品的通行原则。


美善相乐
 　荀子的美学观点。意谓美善结合，相得益彰。《荀子·乐论》：“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尽美尽善”为儒家最高的音乐美学理想，孔子曾赞颂《韶》说：“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荀子认为作为美与善相统一的礼乐，有着导乐与导德的双重作用。“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荀子·乐论》）它既能使人获得审美的快乐，“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又能陶冶性情，“感动人之善心”，“其化人也速”（同上）。导乐与导善的结合，就是“美善相乐”。这一命题反映出荀子对儒家美善统一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形不胜心
 　荀子的哲学、美学观点。看一个人的形体不及论他的心思。《荀子·非相》：“形不胜心，心不胜术。”认为“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古代的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但却是后世公认的恶人；古代的圣人，有的长相亦不美，“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却被后人奉为道德的典范，“故相形不如论心”，反映了荀子认为人的内在美胜于外在形象美的观点。


和而不流
 　荀子用语。意为中正平和的音乐能使民性和谐而不流漫放纵。《荀子·乐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强调合乎礼的音乐对民心有着感染教化作用，“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同上）。又认为乐能统一人们的行动，使人们不流漫放纵，“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虚壹而静
 　荀子用语。《荀子·解蔽》：“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认为不以已有知识妨碍将接受的新知识，谓之“虚”；不以见他物而分心，妨碍认识此事物，谓之“壹”；不让梦想烦乱来干扰正常思维，是为“静”。强调处于“虚壹而静”的心态，方可使理性达到“大清明”，以至“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同上）。荀子的“虚壹而静”，与老子的“涤除玄览”（《老子·十章》）有着思想渊源关系，它们都揭示了对于客观世界观照应有的心理状态，触及审美观照排除物欲杂念、聚精会神的特点，对后代审美心胸的理论，影响颇大。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
 　荀子提出的美学命题。意谓君子学习各种事物的法理，以完全纯粹为美。《荀子·劝学》：“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全”与“粹”指人的学问与道德。认为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和实践，摒弃有害的作风，保持优良的品德，使自己的道德礼义达到完整、纯粹的境界，就是美，一种人格之美。还认为君子的美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能让人产生喜好之感：“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同上）强调学习各种知识，不但可以提高精神人格之美，而且善于感受视觉、听觉、味觉、心灵之美，使感性的审美心理与超感性的伦理道德相融合，达到和谐的统一。反映了荀子注重礼义人格的伦理美学观念。


天人之分
 　战国时代荀子提出的美学命题。意指天与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不同的。《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一方面从天如何产生自然万物角度，肯定自然存在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人的贫富福祸而存亡，人亦没有必要去探求其根源；另一方面，虽然自然界所具有的法则、规律是客观的，但人有意志，可以认识并利用这些规律来为人类造福。因此，荀子的天人之分，只是在“物之所以生”上反对“错人而思天”，而在“物之所以成”上，则是主张人去认识和顺应天，其本意实为先言天人之分，再言天人之合。这种天人之分观点，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为主只言“天人之合”的审美思维特征，以及主要强调自然无为本质的审美风格倾向，为“人为”文饰在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哲学依据。


化性而起伪
 　荀子提出的美学观点。意指人生的本性是情、欲，是恶的，如纵人之性，“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需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使人“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同上）。“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法度”（同上）。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同上）。并认为性与伪的关系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这种观点反映了荀子注重人为礼仪文饰的人格美倾向，体现了一定的美学精神。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荀子的美学观点。意谓没有后天对仁义道德的学习，则人性不能显现其美。《荀子·礼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伪”，指人为。认为“性”是自然产生，而道德学问等则是人为。自然产生的人“性”为恶，只有经过后天的学习修养才能变成“善”。以仁义道德和文理隆盛的礼作为行为规范，便能使纯朴的人性具有美的特性；离开人的行为规范的培养，人的形体之美，则无意义，或不为人所占有而失去其效用。由此强调“化性起伪而成美”，“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这一命题包含了这样的意识，即人的美起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改造，因而人的美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产物，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深刻的思想。


取情去貌
 　韩非的美学观点。主张在内在真情与外在形式之间，取真情舍形式。“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子·解志》）情，为内在真情；貌，为外在文饰，指表达内心情感之礼。韩非反对当时儒家末流所讲究的繁文缛节与虚伪文饰，强调审美的政治目的和功利内容。追求合乎事理和真情实感：“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同上）反映出韩非美学思想的功利主义立场。


买椟还珠
 　《韩非子》中说明“以文害用”的寓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认为追求不适当的装饰，反而影响目的的实现。韩非以此说明在“文”与“用”的关系上，“文”应服务于“用”，反对“以文害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功成作乐
 　《乐记》用语。意谓君王功业成就了才作“乐”。《乐记·乐礼》：“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儒家美学思想认为，制礼作乐是先王对百姓施行教化的手段，“乐”能使上下关系和睦，“礼”能使尊卑、贵贱等级分明，“礼”“乐”相济，就可保持一种既等级森严又和谐融洽的统治秩序。而“礼”、“乐”的制作，需待“功成”、“治定”之时。儒家所推崇的先王之乐，均是圣王取得天下之后，为表扬功德而制作的，故音乐又可成为先王功业的象征。《乐记·宾牟贾》：“夫乐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心物感应
 　《乐记》提出的美学观点。认为音乐的产生是人心感之于物而形成于心的。《乐记·乐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歌、舞、诗等表情艺术，“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记·乐象》）明确提出乐以情为本的观点。又提出音乐的产生作为人的心理活动过程，须经历由“物”到“心”再由“心”到“音”这样两个阶段，“感于物而后动”（《乐记·乐本》）是“物”到“心”；“乐者，心之动也”（《乐记·乐象》）是“心”到“音”。人心动不一，情感有异，所发出的声音也不一：“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乐记·乐本》）。这种心物感应说，肯定了物对心的本源作用，肯定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依存关系，同时又强调了“心”在音乐形成中的能动作用，成为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言志说”的理论基础，对古代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均有很大影响。《毛诗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心雕龙》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明诗》），《诗品序》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及以后兴趣、性情、境界等说，无不源于心物感应说。


制礼作乐
 　《礼记》用语。《礼记·明堂位》：“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儒家美学思想认为，先王在夺取天下，大功告成之后，应当制礼作乐，用乐歌颂自己的功德，用礼规定必须遵守的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乐记·乐礼》）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调节“人欲”，使其符合“理”，“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乐记·乐本》）


乐由天作
 　《乐记》用语。指乐按天的法则作成。《乐记·乐论》：“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明确提出礼乐制作应当法天地的主张。认为天地相荡，阴阳相摩，各种事物的运动、融合、转化，孕育了乐的形成。“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记·乐礼》）音乐应法天地，以音乐之和反映天地之和。“乐者，天地之和也。”（同上）这一命题，阐明了乐的兴起、制作、特征与天的联系，表明战国末叶及汉初正在兴起的“天人感应”说对《乐记》作者的影响。


乐以治心
 　《乐记》用语。指礼乐可以提高人们内心的修养。《乐记·乐化》：“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孔颖达疏：“易谓和易，直谓正直，子谓子爱，谅谓诚信”，“言乐能感人使善心生也。”认为制礼作乐的目的、要求在于“治心”。把“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作为圣人“立乐之方”（同上）。因此调节“人欲”以适合“天理”，成为立乐的出发点。同时认为乐的社会功能也在于“治心”。“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记·乐施》）。肯定了音乐不仅能给人带来审美愉快，而且能在伦理上起到教化作用。


移风易俗
 　儒家美学用语。指音乐具有的转移风气、改变习俗的社会功能。语出《荀子·乐论》：“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认为声色之欲，“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与生俱来，只能“心止之也”（《荀子·正名》）。但对于心，只能用乐来感染，从内部促使人的情感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乐以治心”（《乐记·乐化》），由“治心”而引起社会风气、习俗的改变。《乐记》则进一步阐述了礼乐移风易俗的社会职能：“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施》）


乐以象德
 　《乐记》用语。音乐可以引导欣赏者效法它所包含的伦理道德。《乐记·乐施》：“乐者，所以象德也。”孔颖达疏：“谓君作乐以训民，使民法象其德也。”认为君主圣贤是道德的典范，对百姓施行教化，要使民象君之德。为此圣王作“雅颂之声”，将反映人的情感的乐纳入礼的规范，以乐来歌功颂德，将体现君之德的礼乐，作为教化百姓象君之德的手段。充分肯定了礼乐在感动人的善心、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德行上的作用。


立乐之方
 　《乐记》用语。指统治阶级的立乐之道。《乐记·乐化》：“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提出圣王立乐有两个方面的标准和要求：第一，乐应合于“道”和能“感动人之善心”，认为人是有感情的，不能无乐，对乐的欲求为人情所不能免，但若不加以适当节制，又会引起混乱，为此先王制定“雅颂之声”，使这些音乐能引人快乐，却不使人放纵，强调将体现感情的音乐艺术纳入礼的规范的重要性。第二，乐应起到“合和”的社会作用，“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同上）。使社会上不同等级、地位的人如君臣、长幼、父子兄弟都能通过音乐的欣赏和谐相处。


乐者天地之和
 　《乐记》用语。《乐记·乐礼》：“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认为音乐源于并反映“天地之和”，天地万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同上）。礼乐的制作必须依循天地的法则，“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乐论》）。又认为礼乐的作用也在于达到“天地之和”。《乐记·乐情》：“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将礼乐的社会作用从“和民性”、“和上下”扩大到“和”天地、造化育，反映出它受到战国末期兴起的“天人感应”论与阴阳五行说的影响。


乐同礼异
 　《乐记》用语。乐的功能和特点是“同和”，能协调人际关系；礼的功能和特点是“别异”，以划分贵贱等级。《乐记·乐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认为乐乃是“天地之和”的产物，因而对于个人、国家社会、天地宇宙，均能起到“同和”的作用：对于人，“乐和民声”（《乐记·乐本》）；对国家社会，“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乐记·乐化》）；对天地宇宙，则能赞天地而成化育。而“礼者，天地之序也”，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区分，因而能起到区分社会关系中的贵贱、宗族内部的尊卑的作用。儒家美学认为礼乐虽有区别，但又有联系，礼乐相济，才是审美的理想追求。“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记·乐本》）。


乐和民声
 　《乐记》用语。指用乐调和人们的声音。《乐记·乐本》：“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形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继承儒家以“和”为最高理想的音乐美学思想，提出“乐者敦和”（《乐记·乐礼》），把音乐的美学特征、社会作用均阐释成“和”，从“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上，强调“乐和民声”的社会作用。认为乐对民声的调和首先表现在“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亦表现在能调和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使之感情和平，“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乐记·乐言》）。从个人内在感情之和，到所发声音之和，到民声之和，正是音乐的审美特性所起的作用。


乐教
 　《礼记》用语。指用乐教化百姓。《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孔颖达疏：“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强调乐教的必要性。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乐记·乐本》），因而先王制礼作乐，“乐以治心”（《乐记·乐化》），以节制人们的口腹耳目之欲，使人返回人道之正。认为乐教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记·乐施》）。同时又认为乐教同礼、刑、政三者相辅相成，“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记·乐本》）。这一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


乐通伦理
 　《乐记》用语。《乐记·乐本》：“乐者，通伦理者也。”指明了礼乐在伦理上的教化作用，强调音乐艺术必须纳入礼的规范，认为乐有着“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的作用，“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记·乐化》），使礼所确定的上下左右、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秩序得以维系和巩固，反映了儒家的美学思想。


和乐
 　《乐记》用语。概指一切合于礼的音乐。与“淫乐”相对。《乐记·乐象》：“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儒家认为，和乐是正声感人、正气勃兴的产物，它体现着“天地之和”。又认为它不但能“和民声”，调和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使之感情和平，善心萌生，而且能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礼所维系的上下左右的和平，是至高无上的音乐，体现了儒家的美学理想。


淫乐
 　《乐记》用语。指不合于礼的乐。与“和乐”相对。《乐记·乐象》：“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儒家倡导礼乐，认为节奏不正、表现感情失度的音乐都属于淫乐，不利于人的品德修养，对社会风气起着败坏作用，认为“淫乐慝礼，不接心术”（同上），只有不为其所惑，才能使自己的行动合于礼法。但《乐记》将歌颂先王之德的古乐均视为和乐，而将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具有强烈生活气息的新乐（“郑卫之音”）皆斥为淫乐，表现了儒家礼乐观的保守倾向。


溺音
 　《乐记》用语。概指春秋战国时流行于郑、卫、宋、齐等地的民间音乐。因其使人沉湎其中，流连不止，故名。《乐记·魏文侯》：“‘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为儒家的礼乐观所不容。


德音
 　《乐记》用语。指用于宫廷典礼的雅乐，与流行于民间的“俗乐”相对。《乐记·魏文侯》：“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认为圣王夺取天下、大功告成之后，均需制礼作乐，用以歌颂自己的功德，并以圣王美德教化百姓，使其发扬光大，这种音乐即德音。为儒家崇尚的理想音乐。


邪音
 　儒家美学用语。指奸邪不正之音。《荀子·乐论》：“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认为声有奸声、正声之分，音有邪音、德音之别，凡是不合于礼乐的音乐，皆为邪音。《乐记·乐言》：“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一旦邪音勃兴，就可能使德音消颓，进而导致民心淫乱，社会衰败。儒家将体现着礼的先王古乐，视为至上德音，将不受礼约束的民间流行音乐，一概视为邪音，主张坚决予以摒弃，反映出儒家礼乐观对民间俗乐的敌视态度和守旧立场。


雅乐
 　儒家美学用语。与“郑声”相对。指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典礼所用的宫廷乐舞。因其音乐中正平和，歌词典雅纯正，故称。《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先秦时儒家美学认为，雅乐发扬圣王的德行，体现了“天地之和”，是和乐的典范，并以此反对“郑声”。参见“郑声”。


正声
 　与“奸声”相对。指中和平正之声。《乐记·乐象》：“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认为音乐的声音有奸、正之分，人的气质秉赋有逆、顺之别，奸声与逆气相应，正声与顺气相合。中和平正的声音能引发人内心的正气，正气勃兴于世，和乐即随之产生。邪恶乖戾的声音能引发人内心的邪气，邪气弥漫于世，淫乐即随之产生。按照儒家的美学观，淫乐不利于品德修养，败坏社会的风气，唯有和乐才能陶冶性情，改变社会习俗，为此君子必须按照自己的本性，使奸声不留于耳，淫乐不容于心，接受正声的感染，和乐的熏陶，才能修身养性，人际和谐，社会安宁。


奸声
 　《乐记》用语。指邪恶乖戾之声，与“正声”相对。《乐记·乐象》：“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详“正声”。


教化
 　儒家美学用语。指诗歌具有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的作用。《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详“风化”。


中和
 　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语出《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南宋朱熹《中庸章句》注：“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认为“喜怒哀乐”乃人的情感之表现，当它们处于未发状态时，是一种适中的内在本性；当它们发之于外时，则要“发而皆中节”，即要有节制，要保持一定的“度”，这样才能达到“和”之境界。《礼记·中庸》给“中和”所作的说明，是对儒家“中和”观的经典概括，从美学角度看，“中”是一种自在未发的状态，是天地万物之本原；“和”是一种已发的合宜状态，人性发于感情而和于礼节法度。只有做到“适中”，才能达到中正平和的审美态度和天地阴阳二气平衡协调之美。孔子《论语·八佾》评价《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记》提出“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性情”等等，都是强调儒家“适中”的美学原则，要求情感表达要做到中和平衡之美。参见“致中和”。


致中和
 　《礼记》用语。儒家把“中和”看成天下之“大本”与“达道”，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是审美理想境界的实现。儒家美学把乐看成是“天地之和”，作为兴礼乐之“大本”与“达道”。又认为“中和”为人的情感表现的最适宜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同上）。推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认为这些均属“致中和”。这一思想对封建社会文艺创造有很大影响。参见“中和”。


礼乐相成
 　《礼记》阐述的美学思想。指礼与乐应当并用，二者相辅相成。《礼记·礼器》：“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古代天子、诸侯于祭祀、朝贺、宴享活动中，奏乐与演礼相伴而行，礼仪举行的过程即音乐演奏的过程。《礼记》还从礼、乐的哲学属性、社会功用上论述了两者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认为，礼与乐在哲学上分属于阴阳一对范畴，“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礼记·郊特牲》），阴阳和合，礼乐相成。在社会功用上，认为礼可以节事，乐可以导志，“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乐记·乐本》）。礼与乐两者应当兼达，不可偏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礼记·仲尼燕居》）南宋郑樵对这一美学思想作了更为明确的阐发，指出：“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乐略》）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
 　《礼记》的美学观点。意指人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变化，是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动。《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说明声音、音乐、舞蹈等艺术的产生最终都源于人与外界接触时产生的心理变动，当这种心理变动处于一定节律，便形成一种审美心理结构，并借助一定媒介而表现为音乐等艺术。这种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审美心理的客观规律以及艺术产生的客观依据，具有重要美学意义。


雅正
 　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与“俗”、“奇”相对。指合乎儒家典雅纯正、中正和平的文艺作品。郑玄《〈周礼〉注》释“雅”为“正”：“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要求作品合乎礼、义，乐而不淫，有利于兴发、陶冶人的性情。南宋张炎《词源》：“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把雅正推崇为所有文艺创作都应该遵循的纲领。并认为如果诗词“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为此不看重风格激越、悲慨时事之作，而对婉约之词倍加称许。


内美
 　战国时屈原的美学范畴。指与生俱来的美好的素质。《楚辞·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清戴震注：“内美，生而质性容度之粹美。修能，好修而贤能。”（《屈原赋注》）吸收儒家“文”、“质”统一的思想，主张内在善与外在美的统一，内美外修，相得益彰。“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楚辞·九章·怀沙》）又认为人虽有天赋的资质之美，还需加以后天的学习锻炼。“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楚辞·离骚》）接近君子与贤人，可接受善的美的事物的影响熏陶，否则即使本性芬芳的兰芷、荃蕙，也会变成难闻的萧艾。“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楚辞·离骚》）


发愤以抒情
 　战国时屈原的美学观点。指文学创作本自人对黑暗现实批判与反抗的真挚感情。屈原置身“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社会，内心深郁愤嫉之情，于是发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的呼告表明诗歌创作的动力与目的，即诗赋不仅可以“陈志”，还应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愤激的反抗，表现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这种文学创作论不同于传统“温柔敦厚”、“美刺”规范以及“中庸之道”的儒家正统文学观，丰富了春秋以来“诗言志”的观念，突出情感在诗赋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将“抒情”、“言志”统一起来，且认为“情”和“志”亦可相通，“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箢而莫达”（《思美人》），为西汉司马迁“发愤著书”和晋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论说的先声，亦为中国古代诗文创作尚情理论的滥觞。


美其情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提出的美学命题。指通过礼乐之教来修美人情。“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性自命出》）以为君子修美其情，尊贵其义，精熟于仪节，好其仪容之端庄，乐于礼仪之道，悦于礼乐之教化，由此方能持敬。这一命题是与“乐教”相关联：“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审美人格塑造的实现，根因于作为人之真实生命本源的“心”、“性”、“情”自身，却也有赖于“声”，即音乐艺术的培养、教化与感发。而音乐艺术之所以能“拨人之心也厚”，关键又在于“声”本乎“情”，“其出于情也信”，即主体所投入与表达的“情”达到了“信”的程度。（同上）又指出：“宜，敬之方也。敬，物之即也。”“美其情”最终要落实到“敬”。“敬”为人之心性接引外物时必备的情感态度，实际上是内在心性本体的必然呈现和人之心性情感的真实流露。“敬”与作为生命本源的“情”同样有着本质上的关联。“美其情”实际上隐含着一种以情贯穿于审美之始终的“情本”美学。


凡人情为可悦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提出的美学命题。指只要是人之情感的真实表达，都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之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性自命出》）“可悦”指审美之适度的愉悦。“人情可悦”，指人的情感表达所带来的审美体验。认为“人情”之所以“可悦”，缘于“情”达到了“信”的程度：“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同上）“信”即真诚无欺之义。“信”是音乐艺术之美以及情感审美的真实、真诚境界与审美标准。无“情”固无审美，有“情”而无“信”，仍无审美可言。因此，“信”之情即为“可悦”之“情”。即使那些过于激烈的情感表达，只要发自真情，亦可带来审美的愉悦。“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摇，摇斯舞。舞，喜之终也。”又有：“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抚，抚斯踊。踊，愠之终也。”（同上）无论“喜”、“愠”或是“喜之终”、“愠之终”，只要是人之心性情感的真挚表达，无论其表达之平和抑或激烈，都是“可悦”的审美境界，都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同上）只要“至其情”，即是审美之极境。


发乎情，止乎礼义
 　西汉儒家诗学观。意指诗歌艺术创作从感情出发，但要受礼义制约。《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儒家认为《诗经》中变风变雅是乱世之音，对现实社会颇多怨刺、揭露；但诗歌所抒发的愤懑，不能违背封建统治的礼义道德。此种思想是孔子“温柔敦厚”诗教及兴观群怨的进一步发展。清纪昀认为：“《大序》一篇，确有授受，不比诸篇《小婿》为经师递有增加。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但不必‘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欤？”（《雪林诗钞序》）此论虽有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儒家这种诗学观的深远影响。


风教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的教育、感化作用的概念。《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强调了诗歌具有教育人、感染人的作用，因而可以把它作为治国安邦、和谐社会的有效工具。此说成为中国古代关于文艺社会功用问题的重要理论，对中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儒家的美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文艺的礼乐教化功能后成为儒家一以贯之的美学观点。这种美学观有流于庸俗的工具论美学的倾向，但同时它也非常重视文艺的艺术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关于美感问题的认识。如南宋朱熹论诗歌教化功能：“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诗集传序》）


六义
 　诗歌美学术语。意指风、雅、颂、赋、比、兴。语出《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汉代对“六艺”解释纷纭，但多偏于政治道德说教。《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玄注，如将“赋”释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释为“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释为“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注）。至唐孔颖达严格将“六义”划分为三体三法：“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此说被普遍采用。近代章炳麟又考证“六义”作为六种诗体，以入乐与否为区别，风、雅、颂是入乐的，而赋、比、兴是不入乐的。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分类。六义的具体含义：《风》又称《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带有地方色彩的民歌。《雅》分《大雅》和《小雅》，一般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即“正”，“雅”乐即“正声”，也有说“雅”与“夏”相通，而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演奏时配以舞蹈。对于赋、比、兴历来有不同解释，其中以南宋朱熹的解释最被认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亦即赋是直抒胸臆，比是引物连类，兴为因事而发。


主文谲谏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主文”指诗歌创作，或作诗的命题立意。“谲谏”指诗歌运用含蓄委婉的言辞、比兴的手法寄托作者的批评和不满。《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东汉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接触到文学艺术的特征，指出文艺的风化作用不是进行纯粹说教，作品的思想倾向应隐含在具有感染力的文辞之中。这一思想为后来文艺批评广泛采用，或将其与“温柔敦厚”诗教相联系，或突出其讽谏内容。


正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系从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对文艺（主要是诗、乐）所作的分类，指治世之音为正。这一思想萌生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西汉《诗大序》（《毛诗序》）进一步提出：“雅者，正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以为“正”就是雅，“变”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风雅之变体。东汉郑玄《诗谱序》才明确以“正”、“变”对举：指出在治平盛世，民有政有居之时，圣贤所作诗乐，“谓之诗之正经”；在政教衰、纪纲绝之时，民“刺怨相寻”，此时之诗“谓之变风变雅”。“正”与“变”，就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诗中的反映。正风正雅就是治世之音，变风变雅就是乱世之音。但变风变雅是“变而不失其正”，和违礼背义害德的“奸声淫乐”不同。作诗虽不满现实而怨刺上政，但以“王道”为依据，且没有超出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所允许的范围。


四始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诗歌的教化作用。意为政治教化皆由风、大雅、小雅、颂起始。《毛诗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历来对“四始”的涵义有两种解释。《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引《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则认为风、大雅、小雅、颂，皆以文王诗为始：“《关雎》风始，《鹿鸣》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庙》颂始。”《毛诗序》把“四始”视作诗歌的至理，成为后来儒家的诗歌创作准则。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
 　《淮南子》提出的朴素自然的美学观。《淮南子·说山训》：“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汉高诱注：“心自求美，则不得美名也。而自损则有美名也。故老子曰：‘致数舆无舆也。’”又曰：“玄，天也。天无所求也，人能无所求，故以之同也。”承继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强调以质为主，不尚虚饰的天然审美境界，即“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余也”（《淮南子·说林训》）。是中国古代重内在美、精神美的表现，亦是中国古代审美风格的一种最高境界。


君形
 　《淮南子》用语。“形”指形体，“君形”意谓统帅形貌之物，即“神”。《淮南子》强调“神”对“形”的主宰作用：“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诠言训》）并把神贵于形、以神制形的观点运用到艺术领域，认为：“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说山训》）艺术必须传神，才能使人产生美感。只注意表现创作对象的外表形体，忽视其内在的精神，则不能产生艺术的审美效应。认为艺术家的内在精神是创作的主宰，只有表现了艺术家内心的真情实感，作品才能动人。《淮南子》关于君形者的论述，是晋代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绘画美学原则的渊源，对魏晋南北朝的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形无声
 　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用语。与“有形有声”相对。道家认为“无”是万物的根本或本源，宇宙万物是“无”和“有”的统一。《淮南子》由此论述了美和艺术的产生和特点：“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矣”。认为“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原道训》）。无形无声的道是美和艺术的根源，由道产生出来的美是最高境界的自然之美，它是诉之人们感觉器官的物质对象，无限丰富而又不可穷尽。从审美角度来说，“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矣”，“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明通”（《说林训》）。美是属于感觉范围而又超出于感觉的东西。审美活动离开“形”和“声”无法进行，滞留在对“形”和“声”的感知阶段，只能引起感官的快感；通过具体的“形”和“声”的物质媒介引起内心的体验，做到“不聋不聪，与神明通”，才能达到美的意境。因而美既是有形有声的，又是无形无声的。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虚实论”的核心。后来，刘禹锡、司空图把诗歌意境的特点概括为“境生于象外”（《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董氏武陵集纪》），“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表圣文集·与极浦书》）；白居易在论音乐时提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琵琶行》）；笪重光在论画面处理空间方法时提出：“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筌》）


谨毛失貌
 　《淮南子》的美学用语。毛指局部、细节；貌是全局、整体。指绘画中只顾局部细节而忽视整体形象的弊病。《淮南子·说林训》云：“画者谨毛而失貌。”高诱注：“谨悉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其大貌。”提出作画必须处理好局部形象与整个画面形象之间的关系，达到统一、和谐。认为脱离整体的局部形象谈不上美丑，“[image: ]
 [image: ]
 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淮南子·说林训》）。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只有通过整体形象才能表现出来。这一理论对以后中国绘画中的“形神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阴阳五行说
 　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五种构成客观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以此说明其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春秋时期，五行观念已很流行。《吕氏春秋》用阴阳五行说的基本观点讲音律和历数，推测天体运行、万物生长和历史演变，“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image: ]
 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吕氏春秋·大乐》）阐明音乐产生于阴阳二气，并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五声、六律、八音的形成。《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还按五行配列，将五色、五味、五声、五方、四季等与之对位相应。这种以阴阳五行解释美与艺术的观点，对后代美学思想影响很大。西汉董仲舒用儒家思想阐明阴阳五行说，认为，“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白虎通德论》亦以五行解释五音的形成：“声为本，出于五行”（《白虎通德论·礼乐》）。


中和为美
 　西汉董仲舒用语。春秋时期已产生以“和”为美的思想。西汉董仲舒从“天人合一”出发，认为社会中的一切美都建立在与天地自然的美的“类之相应”基础上，因而提出“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而“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地）之正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东汉《白虎通德论》把美视作神和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天地万物之美都是“中和”的“天德”的体现，因此社会生活也显出中和之美。


美于和
 　西汉董仲舒的美学命题。指天地之美在于阴阳二气的和谐交融。“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同上）。认为天地之美除了“仁”之外，还表现于“中和之美”。这种“中和”是一种具有一定神秘性的自然生命规律的和谐，是儒家“中庸”思想在自然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通过“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将天之“和”贯彻于人之“和”，人性之阴阳合和即为美，政治人事之合乎礼仪即为美。参见“中和为美”。


气同则会，声比则应
 　西汉董仲舒的美学命题。指天地之气相同则会合，声调乐音同类则共鸣。“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认为世间万物由于相似和相类都能发生感应。这种感应不是缘于神性的支配，而是因自然生命之“气”和自然规律之“数”的相互召引和相互感通。为一种比较注重审美心理规律的美学观点，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同类相动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艺术欣赏、创作中对象与主体内外相应的关系。《乐记》首先提出：“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乐象篇》）认为“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同上）人因其不同气质，会对不同的艺术作品产生共鸣。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同人的情感之间，存在着“以类相动”的现象，“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莫华发外”（同上），艺术风格同艺术家个性是一致的，“声歌各有宜”，“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乐记·师乙》）。西汉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哲学出发解释同类相动的美学现象，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认识到被人格化了的某些自然现象（天）的变化同人的情感的变化有着同形同构的对应关系，“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强调“美恶相应”，突出了封建伦理道德活动与审美鉴赏、艺术创作的统一关系，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一思想对后世的诗论、画论有很大影响。


美恶相应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由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提出。主要指人与自然、审美价值和伦理道德之间的统一关系。其含义与“同类相动”相似，但更突出伦理道德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先秦儒家已用“比德”之说解释自然美，孔子提出：“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智）者动，仁者静；知（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认为人的精神品质与自然对象有相似之处。西汉董仲舒从“天人合一”出发，认为人的情感变化同自然现象之间有对应关系，因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有美必有恶”，是“天之所为”的结果。统治者实行“五道”，“积善累德”，上天就会降下“美祥”，甚至“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举贤良对策》），否则就会得到上天的谴责而降生灾异、妖孽，即降恶。自然界的美恶与人类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活动和天的有意识有目的运行变化是一致的。


质文两备
 　西汉董仲舒用语。“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春秋繁露·玉杯》）。“质”是“志”，指符合仁义道德的思想感情，“文”指感性的形式美。董仲舒继承孔子“文质彬彬”的观点，主张“质文两备”，但在质文之间，更强调质，认为如果“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则“宁有质而无文”，“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


诗道志，乐咏德
 　西汉董仲舒的美学命题。意指诗歌艺术在于表达思想感情的真挚。语出《春秋繁露·玉杯》：“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强调六艺的不同特点是其功用各异。其中“诗”、“乐”是缘于时代兴衰治乱而引发的思想感情，更偏重政治上的道德准则，注重诗歌的教化之功，因此是将儒家“诗言志”的观点发展到极致化。


诗无达诂
 　西汉董仲舒的美学命题。指诗歌没有确定通达的理解。“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达诂”意思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春秋战国时代，赋《诗经》断章取义成风，借古语以说“我”之情，所引之诗，其义因人而异，“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曾异《纺授堂文集》卷五《复曾叔祈书》）。西汉人解《诗》，亦用此法。所谓“《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校本〈韩诗外传〉序》）。是古代的一种释诗观念，后发展为对诗歌及文艺的一种鉴赏观念，强调文学艺术鉴赏中审美的差异性。原因有二：一在于中国古代诗含义常含蓄混沌，甚至“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二由于鉴赏者的心理、情感状态的不同，形成不同解释。如宋人刘辰翁在《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中说：“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其子刘将孙所作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中说“古人赋《诗》，独断章见志。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王夫之在《薑斋诗话》卷一亦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情而自得。”谭献《复堂词话》所说的“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及《复堂词录序》所说“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皆反映了“诗无达诂”这种鉴赏和解释观念在中国古代美学上的重要影响。


为仁者自然而美
 　西汉董仲舒的美学命题。意指善的、仁德的精神自然是美的。“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春秋繁露·竹林》）意思是楚国围宋，宋人华元以实情相告，说已疲惫不堪，处于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的悲惨境地。楚臣司马子反也将楚军只有七日粮，尽此不胜，将归去的实情告诉宋国。董仲舒认为司马子反虽有专政轻君、擅名不臣的过失，但因其不忍见人相食，惊人相炊，因此体现着爱人的仁学精神，是美的行为。这种思想反映了以善为美的儒家伦理美学观念。


仁之美者在于天
 　西汉董仲舒的美学命题。意指天地之美在于它终而复始、生育万物、奉养人类之德。“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认为“天”是圆满道德的化身，“天之道，有序有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远，踔而至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春秋繁露·天容》）。天之美在于仁，所以人“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天循之道》），体现了董仲舒将天之“道”比附于人、将人之道求证于天的“天人合一”思想。


发愤说
 　西汉司马迁的美学理论。《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并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吕览》及《诗》三百篇等“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同上）。认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是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报任少卿书》）。强调文学具有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性，是作家独立抒发情感的产物和作家人格的具体表现。这一学说突破了儒家强调的“中和”美学理想，为后世的进步艺术批评家奉为圭臬。王充的“意奋而笔纵”、“文见而实露”（《论衡·超奇篇》）；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欧阳修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李贽的“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也”（《焚书·杂说》）；龚自珍的“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也”（《送徐铁孙序》）等，都是“发愤说”的继承和发挥。


以乐正内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司马迁《乐书》已认为：“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西汉刘向明确提出：“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说苑·修文》）认为“乐”和“礼”具有不同的教化作用。“礼”的作用在于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动，使人们的行为庄敬。“乐”的作用在于影响人们的情感，引导人们去恶向善，“养正心而灭淫气也”（同上）。这一理论反映了刘向等人对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形象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由“形”与“象”两个概念合成，指现实生活与艺术作品中人或物的相貌或形状。汉孔安国在《尚书注疏》中第一次将“形”与“象”连缀成“形象”一词：“审说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求于民间。”此“形象”即人的相貌。《淮南子·原道训》亦见“形象”一词：“物穆无穷，变无形象。”此“形象”即有形有状之象。魏晋以后，这一概念在美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逐渐流行。北魏魏收《镜书·释老志》：“（世祖）下诏曰：……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国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砍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处“形象”指佛的造像。宋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此“形象”，指作品中描绘自然景色的艺术形象，已带有明显的美学意味。清董棨《养素居画学钩深》：“画固所以象形，然不可求之于形象之中，而当求之于形象之外。”此“形象”，已成为绘画美学的基本范畴。


乐者德之风
 　西汉刘向的美学命题。意指音乐是道德风俗的体现。“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变人最极，故圣人因而成之以德，曰‘乐’。乐者德之风。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谓礼乐也。”（《说苑·修文》）强调音乐的教化、安抚作用，使人“养正心而灭淫气”（《说苑·修文》），其影响既快，又深入人心。参见“以乐正内”。


志通金石
 　西汉刘向用语。艺术作品必然体现艺术家的思想感情。《说苑·修文》：“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诚，通乎金石，而况人乎？”金石，泛指一切音乐之声。指出艺术家和作品之间存在着内外相应，同类相动的关系，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情感的表现，其喜怒哀乐等情感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声音。这一思想始见于《乐记·乐本》，西汉董仲舒也提出过“同类相动”的观点。刘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艺术的主体性，强调主体情感在艺术创作欣赏中的主导作用。


雕虫篆刻
 　西汉扬雄用语。《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虫，虫书；刻，刻符。秦书有八体，虫书、篆刻是其中两体，纤巧难工，为汉代学僮习书之范本。喻指汉赋有如学僮雕琢虫书、篆写刻符的小技末道。主张一切言行以“五经”为准则，并以功利观点对汉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强调文艺作品应符合圣人之道，发挥讽谏教化作用，达到美和善的统一。认为汉赋采用“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的方法，铺陈事物，雕绘辞采，使人多欣赏它“侈丽闳衍”（见《汉书·艺文志》）的辞藻而不能收讽谏之效。但在反对忽视内容，徒尚藻饰的形式主义时，过分强调文以致用，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形象性。对后世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影响颇大。


法度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其意与“法”相同，即指艺术法则。西汉扬雄：“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法言·吾子》）北宋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详“法”。


心声心画
 　西汉扬雄用语。《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言指口头语言；书指文字、书面语言。先秦儒家提出的“诗言志”的命题中已含有这一思想，《乐记·乐本篇》也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的观点。汉司马相如把“心”同艺术创造联系起来，提出“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见《全汉文》卷二十二）。扬雄在这一基础上指出“言”与“书”可以传达“心”之思想感情，文艺创造与文艺家主观的思想感情有联系。还指出由于“君子”与“小人”之“心”不同，“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法言·问神》），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人格有密切的联系。“心声”、“心画”说对中国古代诗文和书画理论影响颇大。


贵其有循，而体自然
 　西汉扬雄的美学观点。意指作家既要遵循儒家正统，又要遵循自然，使其本质与形式均符合自然和人事的法则。《太玄·法言》：“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惧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循，因循，指历史文化正统的继承性；体自然，指遵照自然法则。前者重儒家的礼仪传统，后者重视道家的自然无为。反映到文学艺术中，一方面重视内容本质的自然，一方面不忽视言辞形式的文饰。反映了扬雄以儒为用，以道为体的美学主张。


德盛文缛
 　东汉王充用语。《论衡·书解》：“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德盛”指道德修养的充实完满，“文缛”指文学艺术形式的丰富多彩。认为文艺作品应当有质有文，“文实副称”，通过藻饰瑰丽的形式来表现充实深厚的思想内容。强调文艺创作中创作主体的“德”对创作对象的“文”具有决定作用，德盛才能文缛。认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论衡·超奇》），作者必先有“实诚在胸臆”，具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文辞施设，实情敷烈”，符合“真美”标准的文章。


各以所禀，自为佳好
 　东汉王充用语。《论衡·自纪》：“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认为元气构成天地万物，人禀受元气而生，因禀受元气之厚薄多少不同而异，主张各人以自己的禀受各为佳好，不必强求相似。认为艺术创作亦如此，各人禀性不同，对美的体验也不同，不能强求统一，凡能表现自己性情的作品均为佳作。离开个人的禀性，在文辞形式上“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同上），必定缺乏“真美”。强调了艺术的个性化。指出“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同上），提倡艺术内容、形式及风格的多样性。这一思想对后来提倡革新，反对复古的艺术家产生很大影响。


元气说
 　原为中国古代哲学学说，后移用至美学理论。《淮南子》用元气说论述了物质世界的产生和美的客观存在，认为元气在创造现实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美。人们的审美活动不能停留在具体的物象上，而应把握“无形”“无声”的元气。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美学家们认为审美客体并不是孤立的、有限的“象”。“象”必须体现“道”、体现“气”，才能成为审美对象。审美观照的实质并非把握形象美，而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应该“取之象外”。唐司空图提出“境生于象外”的命题，认为“境”比“象”更能体现“道”或“气”，艺术的意境必须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明王廷相从元气说出发，把审美意象规定为诗的本体。明清之际王夫之和清叶燮认为美是自然界固有的，它的本质就是气的流动变化。王夫之说：“两者之间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古诗评选》）。叶燮指出理、事、情是审美观照的客体，也是艺术的本原，“三者藉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image: ]
 缊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原诗》内篇）。元气说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定意于笔，文具情显
 　东汉王充的美学观点。意指先确定写作意图，然后表现出来，这样既具有文采，又能显示其审美情感。《论衡·佚文》：“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之，以（见）正邪，安宜妄记？”“文”是形式，“意”、“情”是内容，两者关系是“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论衡·超奇》）。反映王充要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美学主张。而以“意”为主，又反映他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社会功用论。


观文以知情
 　东汉王充的美学观点。意指通过观赏文章，可以了解把握作者的审美感情。《论衡·佚文》：“足蹈于地，迹有好丑；文集于札，志有善恶。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这种以文章言辞来推知作者情志的论述，上承先秦孟子的“知言”和“以意逆志”说，下启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与“六观”说等，在中国古代美学上颇有影响。


疾虚妄
 　东汉王充用语。疾，厌恶、憎恨。虚妄，虚假不实。语出《论衡·佚文》：“《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主张“真美”，反对“空生虚妄之美”。认为审美观照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应以“虚妄之美”为美而“悦而不舍”。强调文质相符，反对华文伪饰，“褒增过其实”，否定艺术创造的夸张和虚构。


精诚由衷，其文感人
 　东汉王充的美学观点。意指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其文章语言自然就会感人至深。《论衡·超奇》：“精诚由衷，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史记·鲁仲连列传》载：燕将攻下齐国聊城，有人谗毁燕将，使其惧罪不敢回归，故死守聊城，齐将攻聊一年余，未遂。鲁仲连将书信射入城中，分析燕将处境，指出或班师回燕，或归附于齐。燕将见信，哭泣三日，不能自决。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又《邹阳列传》载：邹阳游于梁，羊胜等人因妒忌而在汉文帝之子刘武面前诋毁其名声，刘武怒，下令将邹阳关入狱中。他在狱中，上书刘武，自陈冤枉，因而获释，并被刘武拜为上客。王充列举这两个例子，旨在说明，文章的好坏和感人程度，不在于学识的丰富熟练而在于感情的真挚自然。反映其强调自然真情的文艺创作观。


真美
 　东汉王充用语。与“虚妄”相对。《论衡·对作》：“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真”主要指对各种人物事件的论述评价必须合乎事实，不能“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同上）。要求美必须与真相统一。但王充不了解艺术真实和历史实录的区别，把文艺的“真”混同于日常感官经验的真，因而反对艺术创作的虚构和夸张。


为世用
 　东汉王充用语。“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强调文章要有现实意义，应具有“纯诚之化”和“礼义之化”的社会功用。前者指艺术的“真”、“实”，亦即使人明白事理的认识作用；后者指“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作用。“纯诚之化”是“礼义之化”的基础，“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论衡·薄葬》）这一思想与其崇真尚实的文学主张相一致，对后世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


羊人为美
 　中国古代关于美的概念。汉字“美”最初象征头戴羊形装饰的“大人”，同巫术图腾有直接关系。在崇拜羊图腾祖先的民族中，牧羊人所扮的图腾羊和跳的图腾羊舞，被认为是最美的事物。后来“美”的概念从“羊人为美”发展为“羊大为美”。许慎《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其含义已脱离了图腾巫术，而同味觉的快感相连。人们开始意识到审美活动、审美价值判断同社会生活的联系。这一概念为后世“美”的范畴奠定了字源学的基础。


不虚美，不隐恶
 　东汉班固的美学观点。意指史学创作对史实不应虚假夸饰，也不应隐讳罪恶。《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认为司马迁虽受汉武帝迫害而“发愤著书”，但这并没影响其公正和“实录”的精神，依然客观记述武帝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愚劣事实。对汉高祖的记录也是这样。这种客观反映创作对象的“实录”精神，既是对先秦史官文化的继承，也对后世的史学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某种影响，如唐杜甫的诗就被称为“诗史”。


讽喻
 　又作“讽谕”。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主要指文艺作品以委婉曲折的方式传达民情，指责时弊，使统治者接受并有所借鉴。最早见于班固《两都赋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毛诗序》说：“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讽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戮之；闻之者足以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功能。又说：“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以教人，是诗教也。”（同上）可见，一方面是“主文而谲谏”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又是“美刺以教人”的社会功能。这是“讽喻”的原始意义。来源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孔子认为诗可以“怨”，然而又须“怨而不怒”。汉代以后，陈子昂、元稹、白居易等人发展了“讽喻”说的现实意义。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成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杂律诗”、“感伤诗”，且以“讽喻诗”为最高。并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魏晋以来，“讽喻”其“主文而谲谏”的一面又逐渐和含蓄、自然等审美品格相结合，如钟嵘称左思《咏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司空图云：“诗贯六义，则讽喻、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这种“讽喻”更注意含蓄清雅、韵味无穷、意境优美的文学审美特质，从而丰富、发展了“讽喻”的理论内涵。


美善同意
 　东汉许慎的美学观点。意指美和善在作为美味的感官快感意义上相通。《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甘，指适口，即羊之肥大能给人以味觉的快感，从字源意义上看，美的意义指向人们的味觉感官的愉悦性；而善则为“膳食”、“进膳”之“膳”的初写形式（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卷三）；羊，“主给膳也”，人以羊为美味，故善有吉美之意。“同意”亦是从字源的角度来说，事物的审美和实用意义是结合的，而且往往是先有实用价值，而后再会产生审美价值。这种美学观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感官之于审美的基础和必要性。这与儒家以“尽善”、“尽美”、“比德”取善的伦理道德意义的美学观有所区别。


依类象形
 　东汉许慎用语。“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说文解字序》）认为文字是人们根据自然中各类事物的形象，用线条描绘出来的图案。在论及中国文字的构成时又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同上）。这一理论揭示了中国文字以象形为基础的特征，说明中国文字与书法绘画有密切关系，为以后“书画同源”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说还强调对于自然的观察和体验，提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同上），与书画美学中“师自然”、“师造化”的理论有密切关系。


歌舞乐神
 　东汉王逸的美学观点。意指古代先民歌舞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愉悦鬼神。《〈楚辞章句·九歌〉序》：“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认为歌舞等艺术最初产生于人们对鬼神崇拜和敬畏的巫术礼仪，通过愉悦鬼神，来实现自己身心的平静与愉悦。虽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性质，但与此同时，亦通过语言行为表现了歌舞者强烈的思想情感，因此，先民的这种歌舞蕴含着浓厚的艺术和审美因素，是独立的歌舞艺术乃至后来戏曲艺术的起源之一。


文以气为主
 　三国魏曹丕的文学美学命题。谓文学作品的创作、品赏以及作品审美价值之高下都当以“气”为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此处之“气”，既指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充盈流转的精神活力，也指作者的气质、才性、习染、志趣、德操等等主体精神内蕴。前者为作品之气，后者为作者之气。“文以气为主”，首先是指文学作品审美价值之高下直接与文气之质性强弱有关。同时作品之气与作者之气也相一致。作者之气为其天生禀受之气，气有清浊之分，故作者才性气质亦有昏明之别。曹丕认为，这种先天禀赋的区别，是决定文之高下的根本原因：“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还把“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运用到批评实践中。如“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典论·论文》）称徐幹“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皆是以气论文论人之语。曹丕的这一命题涉及文学作品风格、作家才性气质、文学批评法则等多方面的问题，对后世影响极大。以此为发端，“文气”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气论也成为中国美学最具民族特色的理论学说之一。


名教本于自然
 　三国魏何晏、王弼提出的哲学美学观点。意指儒家礼仪名教的根据在于道家的自然。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魏晋时期，儒家与道家，即名教与自然思想已趋向结合，各玄家皆试图以道释儒或儒道互释，王弼《老子注》、《周易注》体现的正是这种援道释儒的宗旨。但在何种程度上结合又各持异说。其中以王弼、何晏为代表强调在不抑名教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名教寻找根据。哲学上，提出“贵无”论，以“无”为本、体，以“有”为末、用，因此主张“崇本举末”、“崇本息末”。落实到名教与自然关系上，则提出以自然为本，以礼义为末。自然是名教的原生依据；名教是自然的社会派生。自然、名教皆根始于“朴”，“朴”散为“器”（名教），“朴”聚为“道”（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本的哲学观必然会影响到魏晋人士的审美观，以自然山水与自然人性为审美对象，并崇尚一种自然玄远的审美境界。同时由于“贵无”思想影响，艺术上又产生“以形写神”（顾恺之语）、“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王弼语）等诸多美学主张。


得意忘象
 　三国魏王弼用语。《周易略例·明象》：“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庄子·外物》原有“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之语，王弼用其说以释《周易·系辞上》之“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认为言、象仅为工具，“得意”方是目的，须不拘滞于言、象，始能“得意”。南朝时始将其运用于艺术评论中，谢赫《古画品录》称赞张墨、荀勗之作“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即取其象外之“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搨写》：“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认为为了“得意”须省略形貌色彩。张怀瓘《文字论》云：“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见《法书要录》卷四）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云：“趣长笔短，虽点画不足，常使意气有余。”认为书法艺术的鉴赏和创作应将其内在意趣置于字体形象之上。皎然《诗式》赞美“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的“重意诗”，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以“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概括诗的美学特征，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倡言“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至清王士禛倡导“神韵”，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香祖笔记》）均认为优秀诗作能使读者不止于欣赏文字之工，不停留于诗中描绘的具体形象，而进一步玩味其深远的意趣，体现了得意忘象的审美要求。


越名教而任自然
 　三国魏嵇康、阮籍提出的哲学美学命题。意指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释私论》：“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在魏晋名教与自然之辩中，嵇康雅好老庄，鄙视世俗，放逸山林，以近似狂狷之态度，“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弃“名教”而独举“自然”，实际上是放弃违逆自然人性的“名教”，但对符合人性积极进取的“名教”精神则有所保留。阮籍亦持此论，在《大人先生传》中指出“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者，何也？由“六经”所定之典章、名教也。两者皆提倡顺应自然本性，不顾及社会的清规戒律，不理会社会的褒贬评价，这即为“心无措乎是非”，即使显为怪诞，亦是性情所具。这种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他们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对魏晋山水画、游仙诗的兴起、放诞逍遥审美人格的形成皆有很大影响。


声无哀乐论
 　三国魏嵇康提出的美学命题。肯定音乐的深刻感染力和人对于音乐的审美需要。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声无哀乐论》）。人之所以闻乐而动情，乃是“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同上）。对某些传统说法予以新解或大胆否定。认为传为孔子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首先在于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乐，“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圣人以乐“导其神气”，“迎其性情”，而非音乐本身的属性，即“风俗移易，不在此也”；“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感人至深，“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荒废事业，故减损其妙音，“使乐而不淫”（同上）。其论点虽有偏颇之处，但体现了对音乐美的特殊性、音乐与审美心理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


和声无象
 　三国魏嵇康用语。对音乐审美性质的一种表述。《声无哀乐论》：“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象，指哀乐等情感形象。意为音乐不具有情感形象。嵇康认为音乐本身并无确定的感情形象，但却能诱发、加强审美者原有的各种感情；若审美者原无情感波动，则音乐只可能引起“躁静专散”的心理反应而不能激起哀乐之情。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对于音乐审美形象宽泛性、不确定性的深入探讨。


自然之和
 　三国魏嵇康用语。为论证“声无哀乐”而提出。《声无哀乐论》：“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认为音乐的和美是一种物质属性，与演奏者的主观情感无关。先秦已有以和为美的音乐美学观点，认为音乐美是由声音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等各种对立因素适当配合而达到的和谐统一。嵇康承袭了以和为美的思想；并认为声音如同色彩、气味一样乃是“物之自然”；音乐和美与否，取决于能否将诸种声音恰当组合，并借助乐器加以表现，反映了嵇康对音乐审美性质的观点。


心声二物
 　三国魏嵇康美学思想。为论证“声无哀乐”而提出。《声无哀乐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旧传春秋时叔向生子，叔向母闻其啼声而知有豺狼之心，必丧其家。嵇康反对此说，认为声音之善恶取决于发声器官，与其心性无关，不能由声音揆度人心。音乐和美与否，“无系于人情”。


合乎会通，以济其美
 　三国魏嵇康的美学观点。意指人的情性精神与万物的结构规律相互融合感应，成就了事物的美。《声无哀乐论》：“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道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这种观点上承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反映了其认为自然万物与人心会通于一气而生美的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


美有甘，和有乐
 　三国魏嵇康提出的美学观点。指美味产生的是香甜的感觉，而和谐产生的是愉悦的感觉。“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辙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声无哀乐论》）认为虽然美味和乐曲有多种，但都可以产生美感，这种美感的产生在于美味的甘甜属性和音乐节奏的和谐属性。这说明嵇康强调的是美产生于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人情虽随曲有变，然只是对美味食物的“甘甜”和乐曲的“和谐”属性的爱好，而并非是客观事物本身有人的哀乐的情感。


言不尽意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语出《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已屡次论及言意关系，认为精深之理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又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魏晋时关于言能否尽意的问题为人们所反复论辨。王弼、郭象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和“寄言以出意”（郭象《庄子·山木》注）的思想方法，主张以“意”为主，不可拘执于具体“言”、“象”。这一讨论也反映在审美方面，陶潜《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识到真切悠永的审美感受难以用言语表达。陆机《文赋》自称创作时以“文不逮意”为憾。谢灵运也说：“意实言表，而书不尽”，“但患言不尽意”（《山居赋》）。他们都从文学创作出发，认为语言不能将其审美感受表达穷尽。刘勰则强调自觉欣赏和追求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认为“隐”即“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私》），具有“文外之重旨”的艺术表现，钟嵘《诗品》亦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兴”。唐宋以后的文论，进一步强调文学艺术具有“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能通过有限的语言、形象以传达无穷的审美意趣，取得一唱三叹的效果，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对这一思想的重视。


名教即自然
 　西晋向秀、郭象提出的哲学美学观点。意指儒家与道家、人伦与自然是契合统一的。在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辩中，向、郭两人已开始趋向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相统一。他们在注解《庄子》过程中试图取消自然和名教的对立，以“崇有”为目的，不脱离人事来讲逍遥。向秀一方面认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难养生论》），将人的生命、生存本能释为“自然”。又认为“自然”“当节之以理”，只要人伦是美善的，就一定是出于人的本能自然。郭象一方面认为“有”与“无”、名教与自然是外与内的一体关系，因此，提倡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如尧舜之圣人虽身居“庙堂之上”，仍可“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注·逍遥游》）、“无心而任自然者，应为帝王也”（《庄子注·应帝王》）、“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庄子注·大宗师》）。另一方面又认为庄子是“未始藏其狂言”，“然至道唯在自得，非言之所得”（《庄子注·知北游》），因而推崇孔子为真正的圣人。这种观点与后来的禅宗思想有所接应。


贵无
 　魏晋时期一种以“无”为世界本体的哲学美学思想，与“崇有”相对。语出西晋裴《崇有论》：“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主要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等。先秦《老子》最早提出“有生于无”的命题：“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魏晋玄学家加以发展和发挥，认为“无”（无名、无形、虚无）是“有”（有名、有形、实有）的根本，是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晋书·王衍传》）。王弼还从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等方面来论证“贵无”，认为“无”是本，是母，是体；“有”是末，是子，是用。“有”依靠“无”才能存在，“无”是世界的统一性，“有”是世界的杂多性。这一思想对魏晋及以后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有一定影响。


崇有
 　魏晋时期与“贵无”论相对的一种“以有为本”的哲学、美学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西晋的裴。裴在《崇有论》一文中认为，“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是以生可以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世间一切皆“有”，“有”即是世上一切具体的有形状相貌的事物的本体。针对“贵无”论的“以无为本”，他认为，“无”不能生“有”，“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无”也不能济“有”，“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无”实际上只是“有”的缺失，“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在此基础上，还指出“贵无贱有”所导致的伦理政治后果是忽视名教而伤教化：“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因此，“崇有”就是崇“有”而抑“无”，执“有”而弃“无”。在美学的层面上，“崇有”实际上是对儒家美学基本执著于经验世界与道德伦理之“有”的精神继承，表现出重实在、重经验、重礼法、重人伦的审美意识。


缘情绮靡
 　西晋陆机美学术语。对诗歌审美性质的一种表述。《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意为诗歌的特性就是通过绮丽的形式来表达人的情感。对后世颇有影响。南北朝和唐代，人们时以其语称道佳作，甚或作为诗的代称。《文心雕龙·辨骚》称《九歌》“绮靡以伤情”，梁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称萧统作品“属词婉约，缘情绮靡”。明谢榛《四溟诗话》则认为“缘情”是诗的特征，“绮靡”则是六朝诗的弊病，“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清纪昀也批评这一术语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而忽视了诗的教化作用，“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云林诗抄序》）参见“缘情说”。


意匠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创作诗文或进行绘画时的精心艺术构思。晋陆机《文赋》：“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契，犹言图样，指文意的契要。唐杜甫则将“意匠”合称，《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杜甫认为，成功的艺术之作都是作者惨淡经营，苦心规划，神思独运的结果。曹霸画马，先在想象中思见其风采，待艺术灵感爆发时即一挥而就，画成形神兼备、超绝前人的杰作。“意匠”在艺术审美意象的创造和产生中，具有经营擘划的重要意义。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西晋陆机提出的美学观点。意指将天地万物构思为头脑中的意象，然后再将这些意象驱遣于笔端。《文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是对艺术创作的构思与表现的概括表述。认为艺术创作是一个从客观物象到心中意象，从心中意象再到语言的形象表现的过程，突出其中的艺术构思和审美想象不受时空限制的广阔性、活跃性，如其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文赋》）；但也同时强调，“其始也，皆收视反听”（同上），即只有虚静澄明之心才能实现这种想象的丰富和语言的精妙。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西晋陆机提出的美学观点。意指精神和心灵在想象中驰骋到天地八方。《文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突出强调当审美主体达到虚静境界时，审美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高度自由。南朝梁刘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表达的也是这种美学观点。


缘情说
 　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诗歌审美性质的一种理论。西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意为诗歌的特性就是通过绮丽的形式来表达人的情感。先秦时已有“诗言志”之说，将诗歌视为作者思想感情的表现，但当时重于诗的政治教化，忽视其抒情性质，以情动人的特点。汉代儒家文艺理论也指出诗为“吟咏情性”的产物，但又强调其政治教化作用，反对强烈的情感表现。至汉末魏晋时期，不再强调诗歌的政教作用，歌咏日常情感的诗作大量涌现，其风格亦突破温柔敦厚的限制而追求情感之强烈动人，文辞亦日趋华丽。遂产生了这一理论。明宋濂认为：“诗缘情而托物者也。”（《刘兵部诗集序》）何景明《明月篇序》：“夫诗本性情之发也者。”均将缘情作为诗歌的根本。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影响颇大。


浮藻联翩
 　西晋陆机用语。《文赋》：“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藻，词藻。认为文学作品以语言为物质材料，情感、意象均须借语言文辞加以表达，故作家构思与语言密不可分。并认为作家“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同上），广泛阅读前人作品，掌握大量词语和语言表达方式，是进行艺术构思的必要条件之一。


清丽
 　指清新华美、亮丽雅致的美学风格。西晋陆机《文赋》：“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绸绣，凄若繁弦。”《南史·谢朓传》：“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淫词丽藻与清新雅致本来对立，“清丽”风格既使“丽”免于俗艳绮靡，又使“清”不至于枯淡平凡。如苏轼《跋蒲传正燕公山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明袁中道《游太和记》云“清不槁，丽不俗”，要求清淡与华丽的结合。明胡应麟《诗薮》云“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又云“文词清丽，尤工乐府”，都是对“清”与“丽”的双重肯定。


天机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通常指天赋才能，是艺术家创作灵感最活跃、才思最敏捷的状态，只有“天机灵动”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庄子·大宗师》已有：“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谓有过度的欲望妨害天赋灵机的发挥。晋陆机沿用此意讨论文学创作，“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文赋》）。认为“天机”到时，文思泉涌，灵感勃发，奇思妙想，纷至沓来。后人于此，多有描绘阐释，如宋苏轼论李伯时画山庄图：“此其强记不忘者乎？曰：非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明谢榛：“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卷二）又如清郑燮《题兰竹石二十七则》：“敢云我画竟无师，亦有开蒙上学时。画到天机流露处，无今无古寸心知。”该词有时还指大自然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如明林希思认为诗文之作需要“不属于思，若或启之，而合节从律，盖有不知为之者。故风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鸟能言者，气机之自然也”（《诗文浪谈》）。此处“气机”即自然“天机”。


传神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传达对象的精神。语出《世说新语·巧艺》：“（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即“这个”，指眸子）中。’”先秦、两汉哲学已有关于人体形神的理论。魏晋人物品藻尤其看重风神、气质之美。故顾恺之画人，注重表现其神态、性格等精神面貌，而以为眼睛对于传神至关重要。以后重传神成为中国绘画的传统，对“神”的理解也日益深化。东晋庾龢把传神与画家主观精神相联系，认为画中人物“神明太俗”，乃由于画家“世情未尽”（见《世说新语·巧艺》）。宋陈郁《藏一话腴》（卷下）提出写心之说：“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强调不仅要传达人物一时间的神态和外表的神采，且须表现其较为恒定的性格、怀抱、思想境界。邓椿《画继·杂说·论远》指出：“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并认为绘画之所以能曲尽天地万物之态，“传神而已”，将传神作为描绘一切事物的根本法则。


以形写神
 　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用语。通过描绘对象外形以表现其精神。由东晋顾恺之提出。《历代名画记》卷五引：“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认为若画人物作手揖目视之状，则须准确地画出其所面对的人或物，方能传达其神情意态。画人重在传神，神须借形以表现之。正确地画出人、物形体间的关系、位置，为以形写神的重要手段。后世绘画美学多重视传神，并由人物画而推及花鸟、山水作品。关于写形与传神之关系，后人多以为神须借形以传，但传神不等同于写形；形似易而神似难，神似比形似更重要。清人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论传神，还认为有的人形体特点与神采、气质不相应，“或貌寝而格奇，或神清而骨浊”，画者尤须“法外求法”，“变中更变”，深入观察，灵活加以表现。宋元以后文人画发展，有的作者强调主观情思的抒发，“以形写神”之“神”遂被理解为画家主观的精神气质，绘画被视为借笔墨表达作者主观意趣的艺术；有的乃忽视甚至鄙薄形似，其末流更置形似于不顾。为纠正这一倾向，遂强调以形写神，明莫是龙（1539—1587）《画说》：“传神者必以形。”元刘因（1249—1293）《田景延写真诗序》：“意思与天（即精神、气韵）者，必至于形似之极。”重视“写神”的审美标准，以形似为传神手段，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参见“传神”。


生气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鲜活生动的生命力和艺术表现的传神生动、活泼真切的感染力，有时又指艺术家所具有的生动、活泼、刚健的精神力量。作为重要的艺术创作、批评范畴，绘画方面，顾恺之《画评》批评“画列女，刻削为容仪，不画生气”的现象。谢赫《古画品录》认为丁光“虽擅名蝉雀，而笔迹轻赢，非不精谨，乏于生气”。王世贞《艺苑卮言》：“若形似无生气，神采至脱格，皆病也。”书法方面，萧衍《答陶宏景论书》认为运笔“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才“常有生气”。张怀瓘论执笔法说：“笔在指端则掌虚，运动适意，腾跃顿挫，生气在焉。”（《书断》）中国古代文论对“生气”尤为重视，钟嵘《诗品》载袁嘏：“尝语徐太尉云：‘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论“精神”说：“生气远出，不着死灰。”明代张岱《与何紫翔》云：“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诸百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充分肯定“生气”对于各门艺术表现的重要作用。汤显祖《序丘毛伯稿》：“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上下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强调了主体精神对于文章生气的重要性。至清代，王夫之、李渔、沈德潜等人的诗论对“生气”都很关注，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依然强调“生气”的重要美学意义。


声病说
 　中国古代关于诗文声律的理论。南朝齐永明（483—493）　年间，沈约、王融（467—493）、谢朓（464—499）等人在人们长期讲求声音之美和语音学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创作实践，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利用汉语多单音词和具有声调变化等特点，主张做诗应注意平、上、去、入四声，诗文用字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犯，以求朗读时具有声音抑扬变化、和谐悦耳之美。这一理论反映了沈约等人对音韵之美的重视。


匪和弗美
 　东晋葛洪用语。《抱朴子外篇·勖学》：“虽云味甘，匪和弗美。”匪，非，认为虽是佳品，也须配以其他食料，加以调和烹饪，方能成为美味。认为通过人为加工，方能产生美。


匪染弗丽
 　东晋葛洪用语。《抱朴子外篇·勖学》：“虽云色白，匪染弗丽。”匪，非。认为人须通过后天学习，方能成就美材。葛洪论文辞之美，欣赏词藻富丽之作，主张博取前人著作中的事例典故，加以精心结撰，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现了崇尚人工美的倾向。


迁想妙得
 　东晋顾恺之用语。《论画》：“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历代名画记》卷五引）迁想，仔细体会、揣摩对象的特征、神气，进行想象；妙得，获得精妙的体会、认识。认为画人须传其神，最需深入揣摩。画山水须表现其生动意趣，画犬马须表现其活跃情态，均颇不易。台榭之类无“神气”可传，亦无意趣动态、故虽描画费工而其实容易。体现了重视传神、重视表现生动意态和要求艺术家深入观照、进行充分审美思维活动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


六法
 　指中国古典艺术的创作论和鉴赏论。语出自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采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另一说法，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二十五的断句：“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采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我国现代学者钱锺书也赞同此断句法（见《管锥编·六法失读》）。“六法”的哲学理论基础为元气自然论，认为“气”是概括艺术本源的一个范畴，既表现了艺术的生命，也表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因而认为“气韵生动”是艺术创造的极致和上境，又是艺术审美鉴赏的最高准则。“骨法用笔”，是指笔致能够表达人物的骨体相貌，显示活生生的力量，谢赫把它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应物象形”和“随类赋采”指表现自然的线条和色彩的真实性。“经营位置”，是指艺术品的结构美要达到有机的统一。“传移模写”是指再现古人的创作的笔致。这一理论是各种要素的复合。它是当时我国绘画实践和美学思想的总结，并成为后代绘画批评与鉴赏的理论纲领，对唐张彦远、五代荆浩、宋郭若虚、明唐志契、清黄钺等人的美学思想，均有重大影响。


气韵生动
 　中国古代绘画审美要求之一。南朝齐谢赫提出。为“六法”之一。意谓艺术作品体现的人的精神气质、格调风度，又指艺术作品超越有限形象所表达的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境界。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一说，以“生动”释“气韵”（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二十五）。与“传神”“神似”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元杨维桢（1296—1370）说：“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图绘宝鉴〉序》）但它包含着更深刻的美学意义，即通过画面形象，表现宇宙本体和“道”的“神”与“妙”的境界。谢赫评张墨、荀勖的画时指出：“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只有突破有限的形象，才能体现艺术精神的审美境界。谢赫的这一论述，直接引发了唐代美学中“境”的范畴。“气韵生动”的思想对于后代的绘画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要求艺术家胸罗宇宙，思接千载，仰观宇宙，俯察品类，富于哲理的特点。


骨法用笔
 　中国古代绘画审美要求之一。南朝齐谢赫提出。为“六法”之一。骨法，原用于人物品藻，谢赫认为其不仅指人物形象的骨相，更指勾勒线条的笔法、笔迹的劲健。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六法》：“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将六法中的用笔和赋采相对。又说“工画者多善书”，指出了书画用笔同法这一中国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参见“六法”。


应物象形
 　中国古代绘画审美要求之一。南朝齐谢赫提出。为“六法”之一。指描绘物象要求形似。详“六法”。


传移模写
 　中国古代绘画审美要求之一。南朝齐谢赫提出。为“六法”之一。指临摹而言。谢赫谓之“述而不作，非画所先”《历代名画记》。亦称“乃画家末事”。详“六法”。


随类赋采
 　中国古代绘画审美要求之一。南朝齐谢赫提出。为“六法”之一。指依现实中事物形象施加采色。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赋采与用笔对举，云“笔力未遒，空善赋采，谓非妙也”。详“六法”。


经营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审美要求之一。南朝齐谢赫提出。为“六法”之一。指画中形象的位置安排，即构图法。唐张彦远进一步强调：“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随着绘画创作尤其是山水画的发展，论者日多。明董其昌指出：“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过疏则“不深邃”，过密则“不风韵”（《画旨》），认为通过位置安排能表现气韵、情致。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往往于同一画面中表现“高远”、“深远”、“平远”之境（见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体现了画家对大自然和谐节奏的审美意识。参见“六法”。


吟咏情性
 　中国古代美学观点。指诗歌创作要抒发人的思想感情。《毛诗序》提出：“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把诗歌的言志和抒情性质统一起来，明确地指出诗歌是情感的表现，又以儒家美学限制审美情感的自由表现：“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思想，成为儒家美学的重要原则。魏晋南北朝时，审美意识发展，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加强，抒写日常生活情感、无关政教的作品大量涌现，“吟咏情性”已不再与儒家所强调的礼义和政教作用相联系。钟嵘《诗品序》：“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认为用于政治活动的文章应引用前言往事，抒情诗则应表现作者自然真切的审美感受。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亦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从而提出诗有“别材”、“别趣”之说，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清王夫之《诗绎》：“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都通过“吟咏情性”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具有抒情性，必须表现浓厚的审美情趣。


滋味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喻指在作品中的深意、旨趣或审美趣味。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论诗文音韵和谐之美云：“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隐秀》提出“余味曲包”的审美要求。《颜氏家训·文章》称文章除具有实用性功能外，还具有审美愉悦作用：“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反映出当时的审美情趣。钟嵘亦以滋味论诗，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品序》）认为情感动人、文采美丽、意象鲜明的诗富有滋味。其说对后人颇有影响。参见“味”。


应目会心
 　南朝宋宗炳用语。应目，审美对象经由主体的视觉器官；会心，主体的思维器官对于审美对象发生感应，获得审美感受和愉悦。《画山水序》：“是以观画图者……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认为欣赏山水不仅是观其外形，而须用心领悟其内在神理灵趣。山水画若能“类之成巧”，巧妙地反映真山真水，则也能如真山真水一样经由观赏者的视觉器官，使其有所感应而进入精神超脱之境，悟得妙理，与身入山林寻求空灵之趣者无异。


观画畅神
 　南朝宋宗炳的美学观点。意指通过欣赏山水画可以使人的精神愉悦。“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画山水序》）“观画”之趣在于“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同上）。认为“畅神”的功能在于人观赏山水“自然之势”时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并回复到一种身心自然的自由状态。“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同上）“以形媚道”即通过山水之形而使道显现，反映了山水艺术对于人审美心胸之涵养的重要作用，也是山水画作为中国画的主要类型以及古代文人于生活中擅长以山水自娱的一个重要原因。


澄怀味象
 　南朝宋宗炳的美学观点。意指只有怀着虚静的心，才能很好体会审美对象。语出《画山水序》：“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澄怀”是对体验者涤除俗念，超越功利的审美心胸，“味象”即体味、品味审美对象的内在生命精神。这种对艺术创造和欣赏中的审美心胸的强调，深受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忘”以及荀子“虚壹而静”说的影响。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南朝宋宗炳的美学观点。意指胸怀虚静就可以体道，坐卧观画亦可心游万里。“（宗炳）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宋书·宗炳传》）画家宗炳好山水，几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强调虚静澄明之心胸可以体道，并达到心游之自由境界。参见“澄怀味象”、“观画畅神”。


万趣融其神思
 　南朝宋宗炳提出的美学命题。意指自然山水的妙理意趣融入审美主体的自由想象。《画山水序》：“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封，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荛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强调审美想象在审美欣赏时的重要作用，即可以达到“畅神”的境界。钟嵘认为“诗之至”是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即使鉴赏者体味无穷，也是说这种境界。参见“观画畅神”。


心师造化
 　隋姚最用语。意谓以造化自然为师。《续品画》：“湘东殿下：右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复景行所能希涉。”反对画家率尔操笔，主张画家在未下笔之前，应“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同上），以表现绘画的美妙境界。


遒劲
 　中国古代美学中艺术风格论术语。指一种内蕴含裹厚重、气格刚健有力的艺术风格。多用于书论、画论中。隋姚最《续古画品录》评毛惠荣：“其于绘事，颇为详悉，太自矜持，番成羸钝，遒劲不及惠远，委曲有过于棱。”主要是针对绘画作品的整体风貌与画家的创作风格而言。唐宋以来，书论画论中多指书画用笔的个性特色及其审美含韵。唐张彦远《叙书录》：“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妙也。”宋王禹偁《八绝诗》称赞李阳冰篆书：“唯兹数十字，遒劲倚云窟。”朱长文《续书断》亦有“遒劲婉熟”之说。至明清时期，对“遒劲”范畴本身的理论内涵有了更为明确精到的发挥与把握。清龚贤云：“大凡笔要遒劲，遒者柔而不弱，劲者刚而不折，遒劲是画家第一笔，炼成通于书矣。”（《柴丈画说》）以为“遒劲”不仅是雄强劲健，亦为柔韧含裹。笔力遒劲，就要“柔而不弱”、“刚而不折”，刚柔相济，方能传达出丰厚绵长的韵味。沈宗骞进一步以“遒劲”与“婉媚”并提：“然其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所谓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其积功累力而至者，安能一旦而得之耶？”（《芥舟学画编》）“遒劲”与“婉媚”不仅相对，而且也相生。技艺高妙者往往能达到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衍生出无穷的审美意蕴。


布置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指艺术创作中的构思布局。用于画论、书论及诗文理论之中。在画论中，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言“六法”，其五为“经营位置”。此“位置”，指画中物象与空白的分布安置，即“布置”。隋姚最《续画品》：“（毛棱）便捷有余，真巧不足；善于布置，略不烦草。”元饶自然《绘宗十三忌》，以“布置迫塞”为第一忌，可见规划布局在绘画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明沈颢则提出：“良工绘事，有布置而实无布置，无布置而实有布置。”布置当在有意无意、自然人巧之间，方显其经营之妙。在书论中，“布置”意指字形之结体安排以及篇章间架等。“欲书先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或意外生体，令有异势”（唐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诗文理论中，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论杜甫《赠韦见素》诗：“此诗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匀停，腰腹肥满。多见人前面有余，后面不足；前面极工，后面草草。不可不知也。”明宋濂《评浦阳人物·元处士吴莱》：“问其作赋之法，则谓有音法，欲其唱和阖辟……有章法，欲其布置谨严。”皆极言“布置”于诗文创作中的重要性。


文心
 　中国古典美学用语，指作家创作之用心，包括作家的审美观照、艺术思维活动。陆机《文赋》已有“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之语。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明确提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清之际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指出：《庄子》、《史记》内容、写作意旨不同，但“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生”，进一步认为作家的用心、艺术思维有其共同之处。


神思
 　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美学概念。原指精神思维活动，常用于描述审美心理和艺术思维。宗炳《画山水序》：“万趣融其神思。”刘勰以此概念说明作家构思的基本过程及其心理特点，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认为艺术想象与创作要受到感触才会萌生，“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艺术思维始终与外物相联系。外物经作者的感觉（主要是视、听觉）反映于主体（“物沿耳目”），然后由“居胸臆”的“神”进行加工。指出想象在创作中具有重大作用，能使作家得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广阔范围内进行构思、创作。想象过程充满情感活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家为之“悄焉动容”。想象过程和构思过程凭借形象进行。这一形象是浮现于作家意识中、与作家情意紧密联系的“意象”，不限于具体物象。“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意象与情感相联系并彼此激发。对意象须加以选择、提炼、改造、组合等，“窥意象而运斤”。指出意象的形式和加工，即“寻声律而定墨”，形诸文辞的过程，隐有文学创作构思不能离开语言媒介的思想。强调“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涤除杂念，集中精神。


通变
 　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美学概念。《周易·系辞下》：“变则通，通则久。”刘勰借以论述文学创作在继承基础上的变化和革新。认为“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文心雕龙·通变》）。各种文体都有其应具的写作要求、风格特征，即使时代变化，这些特点仍保持稳定，但其具体作品的文辞、立意，却须有变化，“通变则久”。认为“变革”既是革新，也是继承，“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变革的方法是既要“参古定法”，学习古代优秀作品以掌握各类文体的体制、风格；又须“望今制奇”，根据当今审美好尚以求辞奇意新。并以此论述上古迄于晋宋文章的发展，认为“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其总趋势是由质朴简单趋于华丽新巧，要求作者“斟酌乎质文之间，而[image: ]
 括乎雅俗之际”，建立质朴与采丽、典雅与新俗相结合的文风。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熔裁
 　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美学概念。熔谓“[image: ]
 括情理”，“规范本体”，指炼意而言；裁谓“矫揉文采”，“剪截浮词”，指炼辞而言。认为善于熔裁，可使文章集中、准确、精炼而富于条理，避免意杂辞芜之弊。但熔裁并非专以简短为贵。作家审美爱好各异，好赡富者善于敷写，但并不重复，可使“辞殊而意显”，好简核者善于删削，但并不贫乏，可使“字去而意留”，各自表现出浓淡不同的风格而俱臻其美。“繁而不可删”，“略而不可益”，方可谓熔裁得当。


时序
 　南朝梁刘勰用语。用以论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认为文学创作随时代的推移而发展变化，它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特色，如战国文学特色是“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有“炜烨之奇意”；西汉文学特色是“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东汉文学特色是“华实所附，斟酌经辞”；建安文学特色是“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正始文学特色是“篇体轻澹”；晋初文学特色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东晋文学特色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按照历史顺序论述历代文学的演变情况，以说明各时期的文学面貌和时代背景具有密切联系。


物色
 　南朝梁刘勰用语。指风物声色，用以论述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音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认为自然景物的变化，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是文学作品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文心雕龙·诠赋》）又认为艺术创作的产生，是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作家所要抒发的情思，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融合。“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色，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认为应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心物融合。这一观点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较大影响。


情采
 　南朝梁刘勰用语。情，情志，即思想内容；采，文采，即语言形式。《文心雕龙·情采》：“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资；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认为内容和形式应该并重，但以内容为本，文采附着于情理，情理表达有赖于文采，“文附质也”，“质待文也”，两者互相依存，但情理居于主导地位。“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刘勰主张文学创作应当先有思想感情，“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单纯追求形式。但同时又强调形式的重要：“《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而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情采》）。即要求文章之美在于绮丽而“不淫”。又说：“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同上）指出美丽的文采在于表现内容，而淫滥过度的文辞反而使内容不明白。


文采
 　又作“文彩”，主要指艺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审美形式及其诸要素的构成原则、规律，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美学意蕴：（1）华丽的丝绸织品及其色泽、纹路、图案等等。亦可引申为丝织服饰等等。如《老子》五十三章“服文采”。《墨子·辞过》“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颜师古注云：“文，文绘也；帛之有色者曰采。”（2）指音乐节奏、旋律、音高等的组合规律，音乐的形式美。如“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乐记》）。郑玄注：“文采，调节奏合也。”（3）指文学作品的美的形式及其审美特征。包括华丽的辞藻、和谐的音韵、合理的结构、多样的艺术手法等等。《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文心雕龙·情采》：“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正之路，亦可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情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丽辨丽本乎情性。”《文心雕龙·熔裁》：“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势。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image: ]
 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唐吴融《禅月经序》说：“至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采为第一流。”（4）指艺术家的文艺才华、文艺成就。司马迁曾表明心迹：“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报任安书》）《梁书·文学传序》：“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


夸饰
 　南朝梁刘勰用语。指文学创作中夸张修饰的艺术手法。《文心雕龙·夸饰》：“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认为夸饰如果能够突出事物的主要特点，语言便会生动活跃；夸饰如果超过限度，违背情理，就会名不符实。若能学习《诗》、《书》在夸饰上那种旷古不及的匠心，摒弃汉扬雄、司马相如的过分做法，则可达到美的境界。又认为优秀的作品“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夸饰的目的在于“喻其真”，更好表现物象和情感之“真”。运用夸饰能将外物形象描绘得更加鲜明生动，将作者情感表现得更加强烈动人，“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法。夸饰还能“披瞽而骇聋”（同上），使读者获得奇特不凡、紧张热烈的审美感受。指出艺术夸张“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要“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同上），抓住对象的特征、关键之处，不可漫无节制，诬妄背理。


隐秀
 　南朝梁刘勰用语。隐指“文外之重旨”，作品富于言外之意，能使读者玩味不尽；秀指作品中有卓绝警策之句，能产生“动心惊耳”的艺术效果。刘勰强调隐并非晦塞深奥，而是“余味曲包”，能使读者得到悠长的审美愉悦；秀并非雕琢取巧，而应有自然天成之美。隐、秀不是刻意追求所得，而是来自作者的苦心构思，“万虑一交”，“思合而自逢”，在辛勤的创作劳动中偶然得之。


知音
 　南朝梁刘勰用语。用以论述文学批评和鉴赏的问题。《文心雕龙·知音》：“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意指文学作品不容易受到公正合理的批评。刘勰指出知音难遇的原因有三：即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除此以外，由于人们的性格、兴趣不同，在文学欣赏上各有偏好，也形成了不公允的批评：“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同上）指出要进行公正而全面的批评，则“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六观，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即要注意作品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等六个方面。此外，还强调要进行正确的文学批评，必须加强批评者自身的修养：“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image: ]
 ，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同上）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第一次比较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鉴赏与批评的问题，对于后来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一定影响。


六观
 　南朝梁刘勰用语。即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六观。是对文学鉴赏提出的要求。《文心雕龙·知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image: ]
 ，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认为要判断作品的优劣，应先从六个方面进行考察：体位，作品所采取的体制；置辞，作品所运用的辞采；通变，作品的因革；奇正，作品在奇与正两种方法上的表现；事义，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宫商，作品的音节声律。重视“六观”并不是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强调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止于六观。“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同上）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的区别。作者必须凭借优美的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始能打动读者；批评者必须仔细考察文辞形式，始能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判断作品的优劣。


拟容取心
 　南朝梁刘勰用语。意谓外貌有相似之处的，可用来拟容作比；含意有相通之处的，可用来作喻。指运用比、兴手法时的两种不同情况。比、兴原为《毛诗序》、《周礼·大师》所提出。刘勰认为比即比喻，其义明显易知；兴是作者受外物触发，而在普通事物中寄托深意，“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文心雕龙·比兴》），较为曲折隐微。作者“触物圆览”，广泛地观察、体会、感受、思考外物，唤起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联想到其他事物。若主要是联想到二者外部形象的相似之处，则是“拟容”；若主要是想到二者之间具有某种性质、意义或情绪上的联系，则常是“取心”。


神与物游
 　南朝梁刘勰用语。《文心雕龙·神思》：“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认为作家的思维活动、审美意识与外物紧密联系。作家对外物进行审美观照，“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文心雕龙·物色》），在通过感觉器官摄取外界景象的同时，展开活跃的心理活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同上），以饱满的情感观察、体验外物，从而产生创作兴会，即将自己的审美感受表现出来的强烈愿望。在创作过程中，物象反映于意识中，经作者加工，成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是神与物两者紧密结合的成果。因此，“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同上），艺术创作既描绘客观物象，也抒发主观情思，乃是主客观相互交融的过程。


酌奇玩华
 　南朝梁刘勰用语。奇，新奇不凡。华，华丽采艳。《文心雕龙·辨骚》：“酌奇而不失其贞（一作“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认为《诗经》等儒家经典有雅正之长，《楚辞》则有奇丽之美，主张将两者结合，形成理想的文风。反映了刘勰主张以雅正为本而参以奇丽的美学思想。


随物宛转
 　南朝梁刘勰用语。指写作时准确贴切地体察和表现物象。《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认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产生丰富的联想、想象，引起活跃的情感活动，写作时景与情合，既生动描绘外物气貌，又真实抒发内心情感。


为情造文
 　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美学观点。《文心雕龙·情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认为情、文互相依存，无文则情不能表现，无情则文无所附丽，以情为主。作者须有真实饱满的思想感情，作品才能文辞精炼，真实动人，达到真与美的统一。若情志不充实，甚或无情，为文虚假，便会过分采饰，造成文辞“淫丽而烦滥”。这一思想为后人所继承发展。明人许学夷（1563—1633）《诗源辨体》卷三云，汉魏五言诗“为情而造文，故其体委婉而情深”，具有含蓄深厚之美。


为文造情
 　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美学观点。见“为情造文”。


陶钧文思，疏瀹五藏
 　南朝梁刘勰的美学观点。指要使文采思路流畅，就要清除身心的尘念。《文心雕龙·神思》：“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强调构思的前提条件，即保持虚静的审美心胸。因为虚能容物，静能观物，因此便有：“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同上）关于“虚静”的审美心胸上可追溯到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荀子的“虚壹而静”、陆机的“收视反听”、宗炳的“澄怀味道”等。后宋郭熙的“林泉之心”、苏轼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廖师》）等皆延续着这种美学观点。


风力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爽朗而富于生气和感染力的美。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认为司马相如《大人赋》生动明朗，因而使读者“飘飘有凌云之气”。钟嵘也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诗品序》）要求诗歌情感表现爽朗有力，同时用藻采加以润饰，并以“建安风力”一语，概括建安诗歌慷慨任气的共同风格。对后世的创作与评论有重大影响。后人又以此语用于品评绘画，姚最《续画品》称袁质画作“风力爽俊”（据《历代名画记》卷六引）。


情观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即以情观物。西晋陆机已提出：“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感时赋》）。说明以悲苦之情观物，在观照过程中，会加深酸楚之情。潘岳（247—300）《哀永逝文》：“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换。”认为景物之所以呈现不同情调，由于观物者情感之改换。南朝梁刘勰明确指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认为在审美观照中，主体情感与外物密切相关，主体并非以漠然态度观物，而是带着感情色彩进行观照。


直寻
 　南朝梁钟嵘用语。指诗人直接抒写他所感受到的东西。《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认为写景抒情应有真切的审美感受，表达不假雕饰，生动鲜明，有自然之美。钟嵘不满当时有的诗歌大量搬用典故，以致作品板滞晦涩，感情表现暗昧无力。认为实用性文章如诏策奏议之类，应旁征博引，以古证今；而诗歌是感于外物、“吟咏情性”之作，“何贵于用事”？不应以用典为贵。应或直抒胸臆，或直接写眼前所见，不雕琢用典，以求“自然英旨”，并把“直寻”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


清远
 　指一种清新悠远的艺术境界。始见于魏晋六朝的人物评论。当时人物品评注重人物精神、思致的玄远幽妙，每每以“清远”论人。如《晋书·羊祜传》“蹈德冲素，思必清远”，《王道传》“道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又如《世说新语》中“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语》），“康子绍，清远雅正”（《赏誉》）。梁钟嵘开始把“清远”化用于诗歌品评：“嵇康诗托喻清远，良有鉴裁。”（《诗品》）宋苏轼则用以评论书法：“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跋颜公书画赞》）清王士禛论诗提出“神韵”说，其主要美学内涵即是“清远”。《池北偶谈》：“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可见清幽淡远乃为“神韵”真意。


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南朝梁钟嵘提出的美学观点。指过分追求声律，流于形式，会损害诗歌的艺术性。语出《诗品序》：“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反对齐梁时代声律论，认为由于王融、谢朓、沈约等提倡声病，为诗歌制定了严密的声调格律，反而使作者们在创作中受到约束，因而造成“伤其真美”的弊病。主张诗歌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同上）。这一理论在抵抗形式主义之风上有积极意义，但也反映出对声律在诗歌艺术上的作用认识不足。


摇荡性情
 　南朝梁钟嵘用语。《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指出诗歌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性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召和激动。“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所以“诗可以群，可以怨”（同上）。认为诗歌内容只有表现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激发的思想感情，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它说明了诗歌的缘起，反映了对诗歌内容的看法和要求。


声律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声，四声；律，音调韵律。南朝齐梁时代，沈约等人创立声律说，包括四声的确立和运用，以及讲究犯病。四声，是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总称。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认为诗句之间的和谐韵律的产生，必须前边用平声，后边应以仄声，平声和仄声要间隔运用，才能有音乐美。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练才洞鉴，剖字钻响，疏识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岂可忽哉！”不仅突出讲求声律的重要，而且强调对声音美的讲求须建立在细致地辨字审音、自觉运用调声术的基础之上。“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麟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同上）用声调不同的字巧妙细密地循环配合，使其偕调，也正与“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说相合。


感兴说
 　中国古代美学关于灵感的论说。感兴，指感物所引发的创作灵感。西晋陆机《文赋》最早描述这一现象：“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但又认为“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因而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唐王昌龄提出“感兴势”，“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见《文镜秘府论·地卷》），认为当主体处于某种深沉强烈的审美情感中时，外物似亦与人心相感会，与主体情感相应和。皎然指出平日精思和临文时精神之充沛、集中为感兴来临的条件：“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诗式》）南宋杨万里在描述主客体感遇偶然性时，强调了外界事物触发的重要，认为“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袁守定《占毕丛谈》：“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抒发性灵，生于临文之顷者也。”并认为“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遭”。强调平日审美意象的积累，反映出对这一现象的深入认识。


以小观大
 　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种审美观照方法。多体现在艺术创作中。《易·系辞》称“易”象的特点为“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这种以一个卦象来代表一大类事物的思想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观照。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认为“以小观大”和中国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比兴”有联系，景物描写可用以小观大的比兴方法，“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文心雕龙·物色篇》）。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和“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之说，“万取，取一于万，即‘不著一字’。一收，收万于一，即‘尽得风流’”（清代孙联奎《诗品臆说》），即用了以小观大的方法。明清之际王夫之重视艺术的传神效果，认为“柳叶开时任好风”、“花覆千官淑景移”、“风正一帆悬”、“青霭入看无”等句，“皆以小景传大景之神”（《薑斋诗话》卷下）。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也指出：“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


文笔说
 　中国古代关于文体区分的论说。《宋书·颜竣传》载颜延之语：“（颜）竣得臣笔，（颜）测得臣文。”最早明确提出文、笔之分。刘勰将有韵无韵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文指诗、赋、颂、赞、铭、诔等押脚韵的体裁，笔指诏、策、奏、议、论、书信等不押脚韵的体裁。颜延之于“文”、“笔”之外，提出“言”的概念，指称既不押韵、又不讲究藻采的作品。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文心雕龙·总术》）认为儒家经典文辞质朴，不能称笔，反映了重视诏、策等“笔”类文体的语言形式美的审美观念。刘勰则认为时人文章过于丽靡，乃标举“宗经”，欲以经书的质朴文风为标帜矫正时弊，故驳斥颜说，认为经典亦属于“笔”。萧绎提出“善为章奏”“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谓之文”（《金楼子·立言》），强调“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将抒情作品作为“文”的主要内容，认为此类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和巨大的感染力量，有美丽的藻采和声音和谐之美，反映出魏晋以来人们对诗赋等抒情作品审美特征的认识。唐代仍流行“诗”“笔”之语。宋以后其义渐湮。至清代方有学者重新提出。在当时，桐城古文日显空疏卑弱，但还想以文体的正宗自居，因而阮元强调以讲究对偶声律者为“文”，不讲究者为“笔”，将“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之“韵”解释成句中之平仄声律，并严申文、笔之辨，认为骈文符合“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胡稚威骈体文序》）的自然之美。据此标举骈文为文体的正宗，而将散文排斥在文学之外。今学术界对“文”“笔”的解释尚有分歧。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逯钦立《说文笔》认为萧绎已突破以押韵与否区分文笔的界限，而以声律、情感、藻采为区分标准。


天才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艺术创作的一种才能。三国魏曹丕已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认为写作才能高下取决于先天禀气，禀气清者才高，浊者才下。南朝梁刘勰进一步提出“才由天资”（《文心雕龙·体性》）。隋颜之推明确认为写作需“天才”这种特殊的才能，“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必乏天才，勿强操笔”（《颜氏家训·文章》）。以后论者进一步将“天才”与“人力”相对，以天才、人力概括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才能。宋谢尧仁提出文章分为“以天才胜”和“以人力胜”两者。称出没变化、奔放不羁之作为“以天才胜”者，而以工夫深刻、寓意精深或雕琢精巧之作为“以人力胜”者。认为“出于人者”可勉力而致，“出于天者不可强也”（《于湖集序》）。


美丑无定形
 　刘昼提出的美学命题。《刘子新论·殊好》：“美丑无定形，爱憎无正分也。”以为“声色芳味，各有正性”，事物的美是客观的，人的美感是普遍的，常人对于美丑之分，有大致相同的认识。但人的美感也各有异，甚至有人“性有所偏”，“执其所好而与众人相反”，“颠倒好丑”的情况，故“美丑无定形”。


物用有宜
 　刘昼提出的美学命题。指把美丑与效用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审美观。《刘子新论·适才》：“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弃。”北宋欧阳修亦认为“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之以发墨，不及瓦砾顽。”（《古瓦砚》）砖瓦虽贱微物，但从功能效用看，则皆各有宜。说明除形质常为审美因素外，适宜性也是审美的重要因素，美随适用有宜而有具体相对性。


飞动之美
 　中国书法鉴赏的一种审美标准。指书法字体结构呈现为劲健或飘逸的动态，给人以生气活泼的审美享受。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已以“疾闪飞动之势”语评论书法，唐张怀瓘《书断》亦称李斯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二人都还用一系列自然界飞舞的形象来比喻字体的飞动之美。北宋米芾称颜真卿碧笺书，“神采艳发，龙蛇生动，睹之惊人”（《书史》）。元赵孟頫评黄庭坚草书云：“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变态纵横，势若飞动”。飞动之美要求字体结构善于变化，如龙蛇飞舞，神妙莫测。没有固定模式，表现上极富个性，有机地将字体的动态、生气、变化、意蕴等要素融为一体，使观赏者产生种种飞动的视觉经验。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书法的飞动之美和绘画的气韵生动，诗歌的神韵等是同一层次的对艺术品评标准。


兴寄
 　亦作“寄兴”。中国古代美学概念。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指通过歌咏具体、个别的事物或事件，以寄托真实、深沉且常与政治教化相联系的思想情感，或对现实政治进行美刺讽喻。兴，原为“六义”之一，汉儒或释为“托事于物”（《周礼·大师》郑众注），本有寄托之意，《诗经》即被认为多用兴的手法进行美刺的典范。陈子昂主张继承《诗经》传统，其兴寄一语即自六义之“兴”而来。元稹自称所作律诗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叙诗寄乐天书》），又批评沈佺期、宋之问诗“不存寄兴”。唐代论者提倡兴寄，体现了对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教化、紧密联系于现实生活的要求。后世言兴寄者，有时只是强调含蕴深厚、意味悠永的审美特点。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大风》千秋气概之祖，《秋风》百代情致之宗，虽词语寂寥，而意象靡尽。《柏梁》诸篇，句调太质，兴寄无存，不足贵也。”即谓《柏梁诗》等不如《大风歌》、《秋风辞》之感慨深沉、余味不尽。


寄兴
 　即“兴寄”。


气味
 　中国古代美学概念。指须深入体味方能感受到的文艺作品的总体风貌特征。吕本中（1084—1145）《童蒙训》云晋宋间诗“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刘大櫆（1698—1779）认为文之“气味有厚薄”，乃“时代使然”（《论文偶记》）；宋人之文得先秦文章之疏纵，但“气味亦少薄矣”，都就一时代或一作者的作品总的风貌而言，亦可就具体作品言。如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布置”说山水画之体势、构图，若“一涉板实，气味索然”。作品之风貌取决于作者，故亦有就作者胸次修养言者。如郑刚中（1088—1154）《北山集·画说》：“胸中有气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画工之笔，终无神观也。”气味出于作品深处而不在其表面，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会意”说，由于作画者胸襟、意趣不同，即使所作画的格局、法度和画中物象的形体均大致相同，但“彼则气味不醇，底蕴易量；此则愈玩而无穷，深藏而弥出”。薛雪（1681—1770）《一瓢诗话》亦云，有的诗千锤百炼而归于平淡，“令人吟绎不尽”，是真平淡；有的则“火候未到，徒拟平淡”，读者即使“费尽咀嚼”，也“终无气味”。浮浅的模拟只能徒具形似，却不能得其气味。


心正气和，则契于妙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观点。即在书法创作前调节情绪、气息，做到心神平正、气息和畅，才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字体才能契合于美妙的境界。唐虞世南《笔髓论·契妙》：“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李世民《笔法诀》也有类似的说法：“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比颠覆，中则正者，冲和之谓也。”对“虚静”、“玄妙”、“神遇”的强调，显示这种说法受到道家学说的影响。


澄心运思，至微至妙
 　唐虞世南的书法美学观点。《笔髓论·契妙》：“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强调书法创作时应做到虚静，“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只有“心悟于至道”，才能做到“书契于无为”。突出“心悟”、“神遇”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澄心运思”，达到创作主体神思与自然之道的契合。


用晦
 　唐刘知幾用语。《史通·叙事》：“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所谓“晦”，指“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与“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之“显”相对而言。认为“晦”优于“显”，因可达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的效果，使读者能由表及里，寻味不尽。并以“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表现其专心致志于学业，“翟公之门可张雀罗”表现世态凉薄等例，说明“用晦”的效果，已触及以形象表现思想感情，以富于典型意义的具体事物表现本质的问题。


模拟
 　唐刘知幾用语。《史通·模拟》：“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认为前者劣而后者优。貌异心同者，“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而是“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亦即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并举《左传》叙晋师之败不言士卒攀舟扰乱而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王劭《齐志》述高季式追奔逐北，不言奋槊深入，战斗激烈，只说“夜半方归，槊血满袖”等例，以说明善于模拟、妙得其神者意在言外，有隽永之致。


文约事丰，述作尤美
 　唐刘知幾的观点。《史通·叙事》：“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也。”认为社会的人事，日益复杂，后来史学家应以《春秋》为典范，即文章简练，内容丰富。因《尚书》和《春秋》时代不同，上古社会淳朴，人事单纯，后来社会繁复，故《尚书》可以“寡事”，而《春秋》只能“省文”，反映了史学散文演变的时代性和强调文约事丰的史学审美性，对后代史学美学有重要影响。


意在笔先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传唐王维所作《画学秘诀》：“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认为艺术家须先经充分的审美思维活动，构思成熟，方可下笔。亦作“意在笔前”、“意存笔先”。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顾陆张吴用笔》：“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后代学者对此命题屡有具体发挥。清方薰（1736—1799）将“意”与风格相联系，认为如“意”具有奇、高、远、深等特点，则其作品即具有相应的风格，“作画必先立意。……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庸则庸，俗则俗矣。”（《山静居画论》）布颜图则从哲学角度论证“意在笔先”的重要性，“普济万化一意也。夫意先天地而有，在《易》为幾，万变由是乎生；在画为神，万象由是乎出。故善画者必意在笔先”（《画学心法问答》）。郑板桥以“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为例，说明创作前构思之“意”在创作过程中尚有所发展变化，“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郑板桥集》）。刘煕载认为：“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今人意在笔后，故至手忙脚乱。”（《艺概·文概》）也强调立意构思的重要性。


审象于净心
 　唐王维的美学观点。指在审美过程中必须具备虚空明净，杂念全无的审美心境。《绣如意轮象赞序》：“原夫审象于净心，成形于纤手。”认为对审美对象的感性形象进行审美观照，在于具有一种经过净化的、排除各种世俗欲求的审美心境。而且只有经过“净心”的审美观照，才能体察得纤细入微，更好地体悟宇宙万物的本然和变动，从而进入理想的审美境界。显然受到佛教禅宗心性论的影响，对提升审美境界有一定的意义。


气象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指作品从整体上所呈现的风貌特征。传为唐王维所作《山水论》已提出：“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认为欣赏山水画当先感受其总体风貌，然后再评论其细节、技法等。韩愈《荐士诗》批评晋宋诗缺少生气，“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表明气象如天地之气，给人以流动而不易执著、充盈而富于生命力的感觉。北宋苏轼重视绘画的整体性气势象貌，强调：“观画取其意气所到”，并认为：“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见《历代诗话·竹坡诗话》）南宋姜夔、严羽也都将气象作为诗的要素之一。姜夔认为“大凡诗有气象”，“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白石道人诗说》）。严羽进一步把“气象”列为诗之五法之一，认为：“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汉魏古诗气象浑沌，难以句摘”（《沧浪诗话·诗评》），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同上），表明气象乃诗的整体之美，并以“盛唐气象”作为诗歌的审美标准。清刘熙载提出：“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艺概·文概》）又说“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将气象与意法、意理相对而言，表明气象不纯指内容、法度，而是从内容形式统一的整体中焕发的、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风貌特征。


清真
 　中国古代美学概念。李白《古风》之一：“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唐宋诗醇》评此诗云：“以绮丽为贱，清真为贵，论诗之义，昭然明矣。”反映了李白崇尚诗歌的自然明朗、反对雕琢做作的审美理想。宋沈义父《乐府指迷》：“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学者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又说：“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北宋末词人周邦彦作词强调知音识曲，持律甚严；又善于融化唐宋诗，擅辞章清丽之美，形成了典雅、缜密、清丽的词风。南宋词人大多强调词的创作和鉴赏应以周邦彦和吴文英（梦窗）词所表现出来的清真风格为审美标准，注重“当行”、“本色”的创作原则。清方苞则认为“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进四书文选表》所附凡例），将“清真”释为文章的思想内容恪守儒家经典的义理，且具有醇厚平和的风格。


兴象
 　中国古代美学概念。兴，兴致，兴会，即诗人为外物所触发油然而生的审美意趣。象，诗中的形象。兴象即诗人所创造的包孕其审美意趣、又能引起读者盎然兴会的形象。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已提出这一概念：“然挈瓶肤受之流……都无比兴，但贵轻艳。”并以此为标准，评陶翰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曰“无论兴象，兼复故实”。明胡应麟进一步强调：“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诗薮》内编卷五）并认为有的诗中形象简淡而不具体，也仍可言兴象，因而称汉代古诗“兴象浑沦”、“全无兴象可执”（《诗薮》内编卷二）。


风骚
 　中国古代美学概念。“风”原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后用以泛称《诗经》所开创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骚”原指《离骚》，后用以泛指以屈原骚体文学为代表的古典浪漫主义传统。“风”与“骚”在汉初已出现相互结合的趋势，后逐渐形成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优秀民族传统。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至南朝已逐渐“风骚”并称，成为诗论术语。檀道鸾《续晋阳秋》曰：“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代尚诗赋，体格风骚。”（《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当时“风骚”一词，或指两种不同的文学体制或形态；或指作家的文学素养和文采；通常则指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和创作精神。到唐代，“风骚”一词已成为普遍使用的诗歌美学概念。殷璠《河岳英灵集论》提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从不同艺术表现方法的完美结合来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杜甫又用“风骚”来具体论诗，“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戏为六绝句》之三）。以“风骚”代表古代文学的优秀民族传统，认为它是后世文学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反映了强调对待民族遗产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


别裁伪体
 　唐杜甫用语。别，别择。裁，裁去。伪体，指因袭模拟、毫无生命活力的文学作品。《戏为六绝句》：“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强调文学创作要以《风》《雅》为指归，表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和艺术活力。认为对模拟因袭的复古之作，要加以区别、删裁，“别裁伪体”，进行去伪存真的认真选择，发扬以《诗经》中的《风》《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为杜甫诗论的重要宗旨之一，与其“转益多师”的主张相辅相成。


沉郁顿挫
 　唐杜甫对自身作品的一种美学评价。“沉郁”，原意指诗赋构思深沉，在思想文词两方面均具有深厚功力；“顿挫”指诗赋在结构表达方面，做到音律抑扬变化。语出《旧唐书·杜甫传》：“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后代评论者往往运用该词来赞美杜诗，把“沉郁”理解为悲愤的思想倾向，并和杜诗忧国忧民的哀思联系起来。近代陈廷焯更广泛地运用这一词语品评其他作家作品，“做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柢于风骚，焉能沉郁？”（《白雨斋词话》）


转益多师
 　唐杜甫的诗歌理论。指提倡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性。《戏为六绝句》：“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一方面赞美“鲸鱼碧海”的宏伟气魄，另一方面又重视“清词丽句”。一方面钦佩李白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豪迈气概，一方面也赞叹孟浩然、王维的“清诗”和“秀句”，说明杜甫已比较全面认识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在“别裁伪体”的前提下，进行分析、评价而不作笼统的否定。


瘦硬
 　指瘦劲有力、骨力刚健的艺术风格。唐杜甫首先运用于书法评论中：“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由于“瘦硬”风格侧重于对书法艺术的“骨力”强调，宋苏轼曾对片面强调“瘦硬”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短长肥瘠各有态”（《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但“瘦硬”的美学标准后得到普遍认可。如姜夔论书指出“与其太肥，不若瘦硬”（《续书谱》）。这一概念又被运用于诗文品评，如刘熙载《艺概》：“半山文瘦硬通神。”（《文概》）：“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学杜几于瘦硬通神。”（《诗概》）


移情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转移、变更人的情志、性情。唐吴竞《乐府古题要解·水仙操》：“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延望，无人。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时不返。但闻海上汩没崩撕之声，山林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终，成连刺船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手。”此处“移情”，实际上是指个体情性向艺术人格的转换，因而成为通达艺术极境的主体先决条件。后世论“移情”，多指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转移、变更人的情志、性情的强大效果。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吴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动魄也。”清沈谦《填词杂说》：“词不在大小深浅，贵于移情。”并举例说：“‘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形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同上）认为词的境界不在于形式上的大小、浅深，而在于能令读者移易情感，使其如临其境，与作者所表现的情感完全融合为一，不能自主。这便是至美的词章，这样的词章也才能给读者带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取境
 　唐皎然用语。《诗式·取境》：“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又同书《辩体有一十九字》：“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指诗人通过审美思维，对得自外界物境的感觉、印象、情绪、意念等进行加工，酝酿出完整而具有统一风格特点的艺术境界。认为取境构思须精思冥搜；而作品的风格特点，即取决于构思时所酝酿之境的特点。


取象
 　唐皎然用语。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说：“凡斯切象，皆比义也。”皎然明确指出：“取象曰比。”（《诗式·用事》）又《文镜秘府论·地卷·六义》引皎然语：“比者，全取外象以兴之。”指取外物的形象以为比喻。触及艺术思维中的形象性特点。


取义
 　唐皎然用语。《诗式·用事》：“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义，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意、理等，多与人事有关，因而，“兴者，立象于前，后以人事喻之。”（《见文镜秘府论·地卷·六义》）。首次用“象”以释兴，触及艺术思维的形象性特点。


境象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❶指外界之境、物象。“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认为外界境象复杂多样，如景（日光）、风、心、色之类，既非实象，亦非虚无。其说体现了对外物的细致感受与分析。❷指浮现于诗人心中的境界物象。《吟窗杂录》所载王昌龄《诗格》言诗有物境、情境、意境三境，其物境云：“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认为它是外界事物在诗人意识中的反映。诗人须通过艺术思维，使其了然如在目前，如置身于其中，方能创作出美好的诗篇。


诗有五格
 　唐皎然从“用事”角度对诗歌品格的评价。《诗式》“诗有五格”条言：“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此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有事无事可知也。”反映出皎然论诗以“高”、“逸”为首，反对雕绘，崇尚自然，故以不用事为最高格。


文外之旨
 　唐皎然用语。“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诗式·重意诗例》）谓诗歌之佳者意在言外，能以有限的语言表达多重意旨，甚至传达悠永的情思、意趣。《庄子·外物》有“得意而忘言”语，言意之辩为魏晋玄学重要命题，但尚未直接用于文学理论领域。至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方提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钟嵘《诗品序》则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将传达文外旨意作为文学美学命题提出。这一命题对意境理论的形成颇有作用。


偷势
 　唐皎然论诗用语。指对于超越了具体语言、情感、事件之上的语势之承袭。《能改斋漫录》卷十：“唐僧皎然当谓诗有三偷：偷语，最是钝贼。如傅长虞‘日月光太清’，陈后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浑‘太液微波起，长杨高树秋。’沈佺期‘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是也。偷势，才巧意精，略无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王昌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是也。”


偷语
 　见“偷势”。


偷意
 　见“偷势”。


诗有三格
 　唐王昌龄用语。《诗格》：“诗有三格：一曰生思： 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镜，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三格”指诗歌创作过程中三种不同的构思情况，即生思、感思、取思。第一种是苦思不成，偶然得之的情况。第二种是读古人之作，有所感而产生诗的情况。第三种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活动，面对物象，心领神会而产生作品的情况。


十七势
 　唐王昌龄对诗歌体式、结构的分类。唐时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中载有诗歌体式“十七势”。据考证，一般认为“十七势”源出王昌龄《诗格》。“十七势”分别为：第一，直把入作势；第二，都商量入作势；第三，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势；第四，直树两句，第三句入作势；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第六，比兴入作势；第七，谜比势；第八，下句拂上句势；第九，感兴势；第十，含思落句势；第十一，相分明势；第十二，一句中分势；第十三，一句直比势；第十四，生杀回薄势；第十五，理入景势；第十六，景入理势；第十七，心期落句势。对诗歌创作中的体势类型作了细致分析，有助于后人把握创作技巧和审美规律。


诗有三境
 　唐王昌龄提出的美学观点。认为诗歌的审美境界可分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形态或层次：“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极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用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诗格》）这三境皆为诗歌的审美境界，但其侧重却有不同。“物境”侧重于“物”，即客观景物或境遇，其表征为具体直观的形象。故而其创作的关键在于“了然境象”，做到将物象“神之于心”，并能“莹然掌中”，加之以“思”，故而达到“形似”之审美特征。“情境”侧重于“情”，即“娱乐愁怨”——人的喜怒哀乐情感，其表征为融情于景或直抒胸臆。故而其创作之关键在“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主体情感处于饱满、强烈、深沉的状态，进而以情感为动力展开并推进艺术构思。其审美特征为感情色彩强烈浓郁，“深得其情”。“意境”侧重于“意”，即意理思绪，亦为艺术家于宇宙人生之审美观照中所获得的形上真理意蕴，故而其创作关键在于“张之于意而得之于心”，意绪不拘于概念以及个我属性的束缚，直观宇宙本相与心性本体，达于心智圆融之境。其审美特征为意蕴深远，传达出宇宙与人生之真谛，即“得其真”。此说为中国古代美学中意境理论的深化与扩展奠定了基础。中唐以皎然、刘禹锡为代表的诗美意境理论以及晚唐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美学的开拓，都可看作对王昌龄诗境论的进一步发展。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唐张璪提出的美学观点。《历代名画记》卷十：“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谓观察、体会天地万物的真实境象，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有得于心，发而为画；不屑于亦步亦趋，依傍他人。这是对艺术构思中根本要素的正确概括，对后世影响深远。


气与言
 　唐韩愈为阐述古文创作而提出的一对美学范畴。气指作家创作过程中兴奋的精神状态，言指语言文辞与声调。语出《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认为气与言犹如水和水上浮物（如舟船等）的关系。气驾驭言，无气则言不得申；以气为先，则言之抑扬、音之顿挫莫不如意。继承孟子“配义与道”的“养气”说而加以发挥，认为文学创作要有深厚的儒家道德修养，浩然正气激荡于中，形成“气盛”之态势，于是自然外发为文之光彩，“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同上）。文章的强烈感情和充沛气势，具体表现为语句的丰约与音调之抑扬，“声气”来自平日的思想修养。这一理论，重视文学家的人格锻炼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同时强调随物赋形，自由抒发，要求作品为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形成一种比较接近自然的语言声调和节奏，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以后古文家的“文气”说影响颇大。


不平则鸣
 　唐韩愈提出的美学观点。指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激起作家的创作激情。语出其《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激之鸣……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以自然万物受外界激荡而发出声音为喻，说明文学也是“不平则鸣”的产物。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旨在抒发郁积内心的愤慨之情，韩愈则从社会环境、作家际遇与创作的关系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作家的“不平”来自社会，“不得已而后言”，是对社会现实的抗争和反响。“不平则鸣”要求自由抒发愤慨之情，突破了儒家“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传统模式。韩愈还指出，各个时代的优秀诗人、作家都是历史上的善鸣者，在唐代，“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以后，北宋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论断，后人加以概括和发展，遂形成古文论中“穷而后工”论。


愤世嫉邪
 　唐韩愈用语。亦作“忿世嫉邪”。指一种描述文艺创作动机的观点。《杂说四首》之三：“吾观于人，其能尽吾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者希矣，将愤世嫉邪长往而不来者之所为乎？”认为痛恨腐败的现状及邪恶的势力，可以借助文艺创作批判社会丑恶风气，表达自己清高不染的志向。韩愈坚持创作动机必须纯正的文艺创作美学思想，既是源于对儒家道统的传承和发扬，也对后世文艺创作和批评产生深远影响。


修辞明道
 　唐韩愈提出的散文美学观点。《争臣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认为文辞尚须讲究，主要的目的仍在于“志乎古道”（《题哀辞后》），特别强调儒道传统，突出仁义道德之美：“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答尉迟生书》）反映韩愈重视文学家的道德心灵之美对于阐明儒家思想的重要关系的观点。


惟陈言之务去
 　唐韩愈用语。意谓别人已用过的词，说过的话，不要刻意袭用。《答李翊书》：“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樊绍述墓志铭》：“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认为去陈言，首先是摒除凡俗庸腐之论；此外，在构思立意等艺术表现方面也应该“自树立，不因循”，表现了强烈的创新意识。


文以明道
 　唐柳宗元为古文运动提出的理论纲领。语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韩愈已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为古文……志乎古道”（《题哀辞后》）的主张。柳宗元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发展，提倡文章反映“辅时及物”之“道”，即要求文学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生人之意”（《贞符》），以“利安元元（百姓）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和时政得失及人民的生活和利益相联系，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从文学“益于世用”（《与杨京兆凭书》）的社会目的出发，认为徒具华美外表的文章，是“犹用文锦覆陷阱”（《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但也重视“辞”的作用，“道假辞而明”（《报崔黯秀才论文书》），强调艺术形式对于“明道”的重要性，“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杨评事文集后序》）。对后世影响颇大。


奇味
 　唐柳宗元提出的美学概念。指文学作品独特的审美趣味。《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柳宗元认为韩愈《毛颖传》“以文为戏”之文，为人们“息焉游焉”所需，同样“有益于世”。表明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并不忽略文艺的美感作用，肯定了各种文学趣味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这一美学思想，对于后世有积极影响。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唐柳宗元用语。语出《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者自美”最初为庄子学派的美学观点。意为美丽者自以为美。“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庄子·山木》）从相对主义出发，认为美与丑的区别是相对的。“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人们对美与丑的主观评价也是相对的，进而认为审美评价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同上）郭象注：“彼之所美，我之所恶也；我之所美，彼或恶之。”（《庄子·知北游》注）故“逆旅小子”之美、丑二妾，会出现美者贱、恶者贵的结果。这一命题强调了美感的差异性和相对性，却否定了美感的普遍性。后人引申庄子的思想，转而强调审美主体（人）在审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柳宗元的看法已包含客观的美要因人而生之理。清叶燮也强调艺术家有“神明才慧”才能发现客观的万物之美：“凡物之美者，盈天地之间皆是也。然必诗人之神明才慧而见。”（《已畦文集》卷九《集唐诗序》）


新乐府运动
 　唐贞元、元和年间兴起的一次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又名“新题乐府”，与“古题乐府”相对，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诗歌。主要代表人物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所作诗篇以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影响最大。白居易和元稹等人还提出指导文学改革的系统诗论纲领。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诗篇，用新题，写时事，多反映社会矛盾，在当时较有现实意义，还具有音韵和谐流畅，易于流播等特点。新乐府运动重视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注意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求“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反映出尚实、尚用的诗歌美学思想。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唐白居易对于诗歌特性的理论概括。语出《与元九书》：“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以果树生长作喻，对诗歌的四要素即情、言、声、义作了形象的概括。认为感情是果树的根本，语言是它的枝叶，声律是它的花朵，义理是它的果实。“情”与“义”属思想内容方面，而“言”与“声”则属形式表达方面。“言”、“声”的形式是为表现“情”、“义”的内容服务的。认为诗歌之“义”是“经之以六义”的结果，与风雅比兴及美刺密切联系。“义有类，类举则情见”（《与元九书》），“义”对“情”有影响，但“情”表现了诗歌抒情特性的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尤为重要。“义”只有融入“情”中，染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才能感人至深。“情”与“义”须以“言”与“声”来表现，但又说：“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第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强调诗歌之“情”的社会教化内容，反映了对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唐白居易提出的诗歌创作原则。语出《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时”指时代；“事”指社会现实，主要是指国家兴亡、朝政得失、民生疾苦之类的重要政治生活事件。把诗歌作为向朝廷进谏的必要补充，主张创作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积极反映时事生活，自觉为政治服务，以发挥“补察时政”、有益于世的重大社会作用。这一创作原则，是儒家传统诗论在唐代的新发展，把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把文学所反映的“时”和“事”局限于重大的政治生活事件，对诗歌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等方面有所忽略。


雄浑
 　唐司空图提出的美学概念。指雄伟、浑厚的艺术风格或人物风格。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第一品即为“雄浑”：“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并描述了“雄浑”的风格特征。指出其形成须依赖“真体内充”，开掘内容，在意识上保持万物初创时的原始混沌状态，“返虚入浑”，并以劲健为基础的不断积累升华。其审美特点为：“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有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势。艺术家把握事物的精神本质而不拘泥于其外部特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才能使作品达到或形成这一风格。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冲淡唐司空图提出的美学概念。指冲和、平淡的艺术风格。“冲淡：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以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苒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式，握手已违。”（《二十四诗品》）冲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用平易的语言自然而有情味地表达恬静的思想感情。追求“冲淡”之美为时尚的是在魏晋。当时的山水诗、闲逸诗、田园诗标志着“冲淡”诗风已成为诗美的理想。金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指出：“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陶渊明是这种诗风的代表。宋朱熹《晦庵诗说》：“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张戒《岁寒堂诗话》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虽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当代学者钱锺书也指出，冲淡的特点是“浑朴中出苕秀”（《谈艺录》），因为浑朴所以显得冲淡，因为苕秀所以诗味绵长。“冲淡”在宁静中显示恬静之美，能给人以一种美感享受。而“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反映了要达到“冲淡”所需的心理准备。


含蓄
 　指意蕴幽远、意味悠长、难以言传的艺术境界。含蓄的思想首先起源于《易传》和道家哲学思想，《易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这些哲学上的“言意之辩”对“含蓄”美学风格发生了重要影响。刘勰“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物色尽而情有余”（《文心雕龙·物色》）、“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心雕龙·宗经》）等说法都是对“含蓄”美学意蕴的阐释、描述。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列“含蓄”一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洒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是对含蓄之美的精要概括。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云：“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合不尽之义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宋人张戒论诗也主张含蓄蕴藉，反对浅露：“《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躇’、‘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贵也。……杜牧之云：‘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岁寒堂诗话》）清代吴乔《围炉诗话》：“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于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都是对“含蓄”这一概念的具体阐释。


清奇
 　指诗歌风格的超凡脱俗、奇妙清雅。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列“清奇”一品：“涓涓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指一种清雅超凡的艺术风格。清孙联奎《诗品臆说》指出：“清对俗浊言，奇对平庸言”，进一步说明这种美学风格的特点主要在于超凡脱俗。


纤秾
 　指感情细腻清晰、文辞清雅亮丽的艺术风格。纤，指纹理细密；秾，指色泽浓郁。纤秾之美是一种质地细腻、色彩浓郁的风格。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纤秾”一品：“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荫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常新。”描绘了一幅生趣盎然的“纤秾”图。认为如晚唐诗“红垂果蒂樱桃重，黄染花丛粉蝶轻”（温庭筠《偶题》）、“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琴瑟》）等均为“纤秾”妙笔。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纤秾”要求蓬勃不尽的内在生命力，所谓“纤秀秾华，仍有真骨，乃非俗艳”（杨振纲《诗品解》引《皋兰课业本原解》）。前人也有将“纤秾”写作“秾纤”，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淡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叶燮《原诗》）


疏野
 　中国古典艺术的一种风格，即任性自然、飘逸雅淡、简洁悠远、富有野趣。用来品藻人物，多指那些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率性放诞的高人隐士。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疏野”一品：“惟性所宅，直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形象说明“疏野”率真自然、旷达飘逸的美学风格。清杨振纲在《诗品解》中引《皋兰课业本原解》说：“此乃真率一种。任性自然，绝去雕饰，与‘香奁’、‘台阁’不同。然涤除肥腻，独露天机，此种自不可少。”也是对疏野风格的一种论述。


委曲
 　主要指诗歌内容曲尽情态、无微不至、余味悠长，形式上音韵和谐、笔法婉转、一唱三叹。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委曲”一品：“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杏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着重描写了诗歌层层递进、愈曲愈深、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后人在论述诗文鉴赏时，经常提到“委曲”。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曲藻》）李东阳也曾论及“委曲”一词：“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怀麓堂诗话》）他们分别从内容、形式方面讨论了“委曲”的美学特征。清杨振纲注解司空图《诗品》，阐述“委曲”：“案此即所云文章之妙全在转者。转则不板，转则不穷，如游名山，到山穷水尽处，忽又峰回路转，另有一种洞天，使人应接不暇，则耳目大快。然曲有二种，有以转折为曲者，有以不肯直下为曲者。如抽茧丝，愈抽愈有；如剥蕉心，愈剥愈出。又如绳伎飞空，看似随手牵来，却又随风飏去，皆曲也，然此行文之曲耳。至于心思之曲，……或始信而忽疑，或始疑而忽信，总以不肯直遂，所以为佳。”（《诗品解》）分委曲为心思之曲和行文之曲，即内容和形式两层含义，并明确把其美学内涵规定为“转”，深化了“委曲”的美学理论内涵。


旷达
 　原用来品评人物，指心胸开阔、超脱、潇洒，不为俗累。后又被引入文学批评中。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旷达”一品：“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樽酒，日往烟梦。花覆茆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黎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描述“旷达”的美学意蕴。明李贽说：“旷达者自然浩荡。”（《读律肤说》）清叶燮说：“观李青莲诗，而其人之胸怀旷达，出尘之概不爽如是也。”（《已畦文集》卷八）清杨振纲《诗品解》引《皋兰课业本原解》论“旷达”说：“迂腐之儒，胸多执滞，故去诗道甚远。惟旷则能容，若天地之宽；达则能悟，识古今之变。”均认为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同艺术家本人的人品、性格密切相关，人品与文品的审美标准也深有相通之处。


绮丽
 　指精美、华丽的艺术风格。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西晋陆机《文赋》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这都是对诗歌艺术华丽精美的美学风格的重视。南朝钟嵘、刘勰明确地提出“绮丽”概念来品评诗文，如“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文心雕龙·情采》），“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诗品》卷中评谢惠连）。齐、梁以来，由于文风渐趋浮艳，雕琢文辞、风格柔靡的现象普遍。“绮丽”开始被用于指浮华艳靡的诗歌作品，并含有贬义色彩。如李白诗：“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绮丽”一品：“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指一种明媚、亮丽、华美的境界，从而超出了单纯的文辞雕琢形式因素。杨廷芝《诗品浅解》云：“本然之绮丽，非同外至之绮丽。”由此，“绮丽”成为包含形式因素与内在意蕴的审美风格范畴。


流动
 　原指水的自然流淌、运动，借用到诗歌艺术批评中，指活泼生动、自然清丽的美学风格，与迂缓、滞涩相对立。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流动”一品：“若纳水[image: ]
 ，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遗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要其端，载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流动之美。宋苏轼论文曰：“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正是对“流动”之美的准确概括。


劲健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一种雄健有力的审美风格，属于阳刚之美的“壮美”范畴。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劲健”一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饫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劲健属阳刚之美，它以气势的博大而动人心魄。中国古代美学强调要得劲健之气，必有雄浑宽广的审美心胸。所以要“饫真茹强”，即《易·乾卦》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劲健”与“雄浑”深有相通之处，但“劲健”侧重于骨力骏爽、强劲有力，而“雄浑”则强调其博大神奇、浑厚深远。前者阳刚之气更为充足外露。该术语后被广泛应用于文艺批评。


高古
 　指高尚古朴、意境深远的艺术风格。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高古”一品：“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并列举具有“高古”风格的作品，如阮籍《咏怀诗·第二十首》：“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image: ]
 游，连翩戏中庭。”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也以为：“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


悲慨
 　指悲凉、慷慨、豪迈的美学风格。主要指诗人的内在情感，也指诗歌的外在审美特征。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悲慨”一品：“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形象描述了悲壮苍凉的诗歌艺术意境。“悲慨”从属于“悲剧”的美学范畴，主要是对于人生苦短、生世飘零、羁旅乡愁、壮志难酬等人生际遇的悲剧性感叹、抒写。中国古典诗歌中多此境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古典悲剧美学风格。


飘逸
 　指诗歌审美中超凡脱俗、飞动灵逸、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飘逸”一品：“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惠中，令色缊。御风蓬莱，泛波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期之，欲得愈分。”以形象的笔法形容诗歌作品的精神风貌的超脱飘洒。南宋姜夔论诗说：“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白石道人诗说》）韵度，即是指作品的精神风貌，这里较辩证论述了诗歌“飘逸”之美的真正内涵。


空灵
 　指飘逸生动、不染俗尘、灵趣十足、富有禅意的艺术境界和意象美感特征。属于艺术意境中“虚”与“空”的境界，与“结实”相对。受禅宗美学影响，宋代以后，中国古典美学注重“空灵”境界的营造，严羽论诗云“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以及“玲珑透彻，不可凑泊”（《沧浪诗话·诗辨》），都是对“空灵”境界的生动描述。清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之四：“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王闿运《湘绮楼说诗》：“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也都强调了空灵的重要。


真宰
 　唐司空图用语。指艺术美的本原。语出《庄子·齐物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迹象）。”司空图引入诗论，以此为诗歌美学的最高审美范畴，“是有真宰，与之沉浮”（《二十四诗品·含蓄》）。认为有真正的道主宰的诗歌，自然地表现为艺术之美，文辞也随之沉浮而若隐若现。“真宰”无形无迹，又无所不在；因而具体描写真宰的艺术也就不粘不滞，含蓄蕴藉，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


实境
 　指具体可感、实在有限的艺术形象以及其意境。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实境”一品：“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以诗意的笔法描写了诗歌艺术境界中各种具体生动的形象。《皋兰课业本原解》解释说“实理实心显之为实境”、孙联奎《诗品臆说》认为“即目即事，皆实境也”。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唐司空图用语。用以说明诗歌意境、风格的审美本质。《二十四诗品·豪放》：“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真力，即道，指宇宙元气；万象，指天地间的所有物象。意谓诗的意境有元气充塞其间，浩渺流行，推及上下和左右进退，无远不到，招引万象在旁布阵陈列，唯我所使，有虚有实，气象宏阔，充分体现宇宙的本体、生命和天地之间气韵生动的完整图景，这样自内至外就能形成一种豪迈放纵至极的艺术风格。


著手成春
 　唐司空图用语。以喻诗歌意境的创造随手拈来，自然天成。《二十四诗品·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意谓诗歌的意境和风格，源于自然又返归自然，随手拈来，俯拾即是，心中有得，已有所本，而不假取诸邻，索求强得，极自然之妙，自始至终感受、把握并体现宇宙之道，即达自然的美的境界。为达到这一境界，诗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如实描写生活，表现纯真的思想情感。风格质朴、纯真、清新，而不假人为的藻饰雕琢。这一美学思想，源于老庄的“道法自然”之论。梁钟嵘《诗品》也有“自然英旨”之说。司空图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著手成春”喻诗境的自然美，而且作为审美理想，贯穿在《二十四诗品》的各品之中。对后人影响很大，宋苏轼的“文理自然”（《答谢民师书》）、姜夔的“自然高妙”之言，均受其影响。


妙造自然
 　唐司空图用语。造，到。意谓诗歌创作生气勃勃，精神涌流，不假人力而臻于自然之妙境。《二十四诗品·精神》：“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源于道家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司空图以“妙造自然”作为审美的理想与追求，并在《二十四诗品》中专列《自然》一品。将自然的存在及其运动视为气的流动，认为创作主体只要处于自然的状况，创作精神就成为自然元气的流动。“妙造自然”既是创作主体创作精神的表现，又是艺术家创造出的一种美的境界，反映出一种审美趣味与标准。这一思想对后人有重大影响。


离形得似
 　唐司空图提出的塑造艺术形象的原则和方法。指不拘泥于形似，而求得神似，以传达事物的内在精神特征。《二十四诗品·形容》：“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大道”，即元气，指宇宙生命之本体。“妙契同尘”，本《老子》“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言人与物合，如同尘无形，浑然一体。“离形”，不求貌同；“得似”，正由神合。认为要表现出世间众多事物的神貌，所作描写要合于宇宙人生之“道”，只要与事物的神理妙合无间，外貌形态上可有偏离。不为形似所束，有利于达到神似，在某种程度上离开描写对象的原貌和形态，甚至运用夸张、虚幻或象征之“形”，有助于表现审美对象的内在本质特征和精神美、动态美。仅仅追求表面真实的“形似”，其结果必然是“脱有形似，握手已违”（《二十四诗品·冲淡》），无法构成诗的意境；把握“神似”的原则，创造“生气远出”（《二十四诗品·精神》）的艺术形象，才能达到“象外之象”的艺术境界。重在神似，而不局限于形似，反映了司空图对不同艺术风格诗歌意境的美学要求。这一观点是对顾恺之“以形写神”创作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对后来“神似”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促进作用。


思与境偕
 　唐司空图用语。《与王驾评诗书》：“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思，指诗人的艺术灵感与艺术想象；境，指自然景物、人生境遇的整幅图画。他在《二十四诗品》中曾描述“实境”曰：“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清杨廷芝释曰，“清涧二句，就境写境，一客二句，就人写境”（《二十四诗品浅解》）。司空图又提出境并非仅指客观物象，而是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象外之象”。“如兰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与极浦书》）。“思与境偕”即是强调审美观照中心与境的契合。一旦艺术家的灵感、想象与外界境象达到契合无间，就可创造出优美的意境。对明王世贞的“神与境会”、“兴与境诣”（《艺苑卮言》卷一）说影响极大。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唐司空图提出的美学命题。对于诗歌意境的形成及其审美价值的理论概括。《与极浦书》：“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谈）哉？”第一个“象”与“景”，指诗歌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所直接描写的最易使人感受到的形象，有具体的形状、色彩、声音及其组合，画面明晰而不飘忽。第二个“象”与“景”则往往突破明晰画面的界限，创造出多层次的没有明确画面、更为飘忽空灵的“意象”和意境。认为这种“意境”即“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与极浦书》）。说明诗的意境虽离不开具体“物象”的传达和表现，但又必须是虚实结合的“象外之象”的创造。比较确切地反映了文艺创作与欣赏过程中人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感觉的本质特征，启发了后人对文艺的形象思维的探索。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韵味说
 　唐司空图的论诗主张。他着重从韵味的角度论述诗歌的创造和欣赏，认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同上）。前人已用“韵”或“味”说明文学艺术的美感作用。司空图继承前人理论成果，将这两个概念相结合，创“韵味”说，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歌审美理论。其精髓在于追求诗歌的朦胧、含蓄、蕴藉之美。主张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应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同上）和“象外之象”（《与极浦书》）。强调诗歌意境应为读者留下联想与回味的余地，鼓励读者的审美再创造，以增添艺术作品的生机与活力。与传统的从诗歌的社会功能角度论诗不同，“韵味”说是从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论诗，探讨了艺术的审美功能，接触到文艺创作的形象思维诸问题，对以后“意境”说、“境界”说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宋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清王士禛的“神韵”说、叶燮的“境界”说，都深受其影响。


味外之旨
 　唐司空图用语。指味外之味，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深远情思和意味。《与李生论诗书》：“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将诗味提到艺术的首位，看成是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他以食物为喻，认为食物美，味在“咸酸之外”。诗歌，也应味在“咸酸之外”。要求人们不仅要在语言文字上理解作品，更要透过表象，看到语言文字后所蕴含的无形的艺术的本质精神。“味外之旨”说超越了一般创作的含蓄要求，成为强调神似的审美理论的一个基本环节。参见“韵味说”。


韵外之致
 　唐司空图用语。指言外之意，语言文字外别有余味。《与李生论诗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要求诗歌作品含义深远，超越语言文字描写的本身作深入的艺术思维。认为诗歌只要能“近而不浮”，形象生动，鲜明如画，又不流于浮浅；“远而不尽”，含蓄蕴藉，意境深远，言有尽而意无穷，就会产生“韵外之致”的艺术效果，为读者的广泛艺术联想留下审美再创造的广阔天地，从而使人得到无穷的美的享受。参见“韵味说”。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唐司空图用语。《二十四诗品·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象外”，指迹象之外；“环”，原指门上下横槛的圆洞，用以承受门枢的开合旋转；“环中”，喻空虚之境。认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应驰骋艺术想象，超乎所表现者的物象之外，由实入虚，如门枢一入环中，即可转动如意，以应无穷。只要善于从无形虚境着眼，即可左右逢源，浑化无迹，气势充沛而无不各尽其妙。唐代已普遍运用“象外”的概念，皎然《诗评》：“采奇于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提出“境生于象外”说，司空图结合“环中”与“象外”论诗，重在强调诗歌意境之妙在其虚处，由实入虚，才能充分体现最高范畴无形之“道”的微妙。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唐司空图关于诗的艺术特征的命题。即要求文学创作做到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二十四诗品·含蓄》）认为无一字直接述说自己的情思，而自己的情思却在寻常事物的描绘中得到了最完满的表现。这一论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尤其是晚唐以后的审美趋向，对后代较有影响。


万取一收
 　唐司空图用语。指艺术形象的概括与创造。“万取”，取一于万，广采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一收”，收万于一，塑造形象富有个性。《二十四诗品·含蓄》：“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空尘，空中浮尘。海沤，海中水泡。认为诗人创造意境，如空尘与海沤的浅深聚散，博之虽有万途，约之只是一理，诗人必须广泛观察“万有”的生活现象，在纷繁丰富的感觉材料中选择反映对象本质的材料加以集中、概括和提炼，通过艺术想象把它们统一为完整的诗歌意境或艺术形象。“博观约取”，“取一于万”，这是达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的最佳途径。这一思想对后世有关文艺的形象思维及典型化手法的理论颇有启发。


全美
 　指艺术境界达到完美，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明胡应麟在《诗薮·内篇》中又通过具体的诗歌体裁对于“全美”内涵，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全面概括：“古诗之难，莫难于五言古。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徵，互合以为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胜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词不可使胜气，而气又不可太扬。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


醇美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艺术臻于极致、达到圆熟的美学境界，与“全美”有相通之处，但侧重于意境深醇、浑厚。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江岭之南，凡足资适口，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醝，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借味觉的“醇美”形象说明诗歌的“醇美”是各种美学风格的和谐、完美统一。


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
 　唐司空图美学命题。《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借饮食口味比喻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在酸咸之外的“醇美”诗味。认为诗歌的至高境界在于“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同上）。前人已用“韵”或“味”说明文学艺术的美感作用。司空图继承前人理论成果，将这两个概念相结合，创“韵味”说，对后世诗歌审美理论有较大影响。


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唐皇甫湜的文论命题。《与李生第二书》：“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继承韩愈尚奇的论文传统，认为“奇”即“非常”，主张文为“言之华者”，“用在通理”。同时强调“意新”、“词高”，主张“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答李生第一书》）。要求正确的思想内容与独创性的艺术形式相统一。


书画异名而同体
 　唐张彦远美学命题。意谓中国的早期象形文字，与绘画名称虽异，其实质则一样。《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像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指出书画同源，又有突出区别：即书“以传其意”，画“以见其形”。“意”与“形”，均发于天然，并由述作，反映了中国书画的用笔方法和功力相通的审美规律。


顿悟说
 　中国佛教禅宗的一种学说。与“渐悟说”相对。顿悟，指无须繁琐仪式和长期修习，一旦把握佛教“真理”，即豁然觉悟。《顿悟入道要门论》：“云何为顿悟？答：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又云：顿悟者，不离此生即得解脱。”首倡于晋僧竺道生，至唐代禅宗，发展为顿悟说。对中国古代诗论、文论和美学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加强了中国古代美学思维重直观和静观，重感悟兴发，而不重言谈和思辨这一趋向。“兴趣”说、“神韵”说等，都是这一趋向的产物。参见“悟入”。


悟入
 　佛教用语。以直觉了知本体实相的心理过程和心理境界。悟，觉悟；入，进入。分渐悟、顿悟两种。渐悟认为须经长期修习才能达到佛教真理的觉悟。顿悟认为一旦把握佛教真理，即可突然觉悟。中国古代文论受中国佛教这一思想影响，发展了诗的审美悟入说。严羽认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认为作诗、品诗与参禅，诗境与禅境在悟入上是相通的。苏轼《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实际上也指明了受佛教“悟入”说影响的诗的悟入境界。


圆相
 　佛教禅门为启悟圆融佛理所示现的一种可见形相。悟禅形式之一。圆，性体周遍，圆满无遗；相，实相、本性；圆相，圆融实相。据《传灯录五》记载，禅宗南阳慧忠国师曾“以手作圆相”以示佛理圆妙。佛教尚圆，认为就一切事物现象本无自性而言，则事物遍体圆融无碍，无二差别，实相本圆。这圆融实相，即佛教所追求的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推重圆融审美理想，以“圆”为审美标准有一定影响。《南史·王筠传》载沈约引谢朓语：“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张英《聪训斋语》卷上认为，“圣人之至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


因物成悟
 　佛教指一种神秘的哲理体验。佛教认为，山水草木鱼虫花鸟等自然万物及其千变万化的各种现象，无不蕴涵着某种冥契佛理，静虑体识其中无所不在的“道”，便能由此悟入禅境。它将欣赏自然美与学佛修行悟禅融为一体。《宋高僧传》卷一：“每至海霞潋空，山月凝照，心与境寂，道随悟深。”这种禅悟拓深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意境。唐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綦毋潜《登天竺寺》：“云向竹溪尽，月从花洞临。因物成真悟，遗世在兹岑。”都明显受这一思想影响。


无情
 　佛教用语。指人、动物以外没有情识、没有感情的一切生物和非生物。与“有情”相对。佛教通常认为，“有情”者才能具有佛性。中国佛教天台宗湛然则提出“无情有性”论，认为草木瓦石等一切无生命感情的事物都有佛性，均可成佛，是它将“无情”万物“情识”化与情感化，自然万物生命化，实质上是一种宗教移情论。唐代禅宗也认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第二十八）认为在对“无情”万物的神秘观照中能把握“佛性”的“美”，实质上是将人的“情识”赋予“无情”万物的一种神秘直觉，以图达到“无情”万物与“我”合一的圆融境界。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一定影响，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诗、花鸟画，其意趣中即融渗着禅境佛绪。


无住
 　亦称“不住”。佛教用语。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生，处在因缘联系、生灭无常之中，都没有独立常驻的实在自体，亦即“无住”。《维摩诘经·观众生品》：“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人的认识和悟入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般若经》）。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诗歌颇有影响，开拓了诗的意境。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境澹泊、空灵、流幻，情趣自由无系，禅味萦郁。


涅槃
 　佛学用语。梵文音译。意译为“灭”、“灭度”、“寂灭”、“解脱”等。或称“般涅槃”、“般泥洹”，意译“圆寂”等。是佛教经长期修习所要达到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佛教认为，人们之所以处于生死轮回之中就在于有“烦恼”等各种思想行为，涅槃即是对生死诸苦及其根源“烦恼”的彻底断灭，而住于永恒的和平与快乐。《涅槃经》卷四：“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离诸有者，乃为涅槃。”《大乘起信论》：“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皆尽，名得涅槃。”佛教大、小乘对涅槃有不同的说法。法相宗综合了大、小乘涅槃学说而立四种涅槃：自性清净涅槃。虽有客尘烦恼，而自性清净，湛如虚空；有余依涅槃。断尽烦恼障，犹余有漏依身之苦果；无余依涅槃。更灭依身之苦果而无所余，众苦永寂；无住处涅槃。此依佛的三身而说，有法身故不住生死，有应化身故不住涅槃，唯常与大智大悲相辅，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大乘佛教认为涅槃具有常乐我净四种德性或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八种德性。佛学中的涅槃说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审美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空寂清幽的境界成为越来越多文人创作和欣赏的审美理想，其中所暗含的大小一如的空间意识和一切现成的现量境界也演化为重要的美学思想和批评理论。


佛性
 　佛学用语。又称如来性，觉性。原指佛陀所具有的本性，在佛教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成佛的可能性、因性、根据、种子等义。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时盛谈佛性。竺道生认为佛性是“本性”、“善性”、“自然”、“法”、“理”等。隋唐时佛性说成为各宗的重要理论之一。佛性从广义上看，既指人的心性，也包含悟解实相非有非无的般若智慧，还指理、法等事物的本性、本质和宇宙万物的本体、本原等等。就其直指人的心性而言，佛性理论表现了人对自身的精神提升和审美理想。佛性的观念性建构，体现了因现实人性之受污染不完美而用佛教语汇虚构塑造一种完美自由人性的努力与追求。


禅趣
 　禅宗用语。即通过修禅道所获得的自我体验的趣味。《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宋儒自程门而后，游杨之徒，浸深禅趣”。在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中，禅趣与诗歌的审美体验有相通之处。《杜诗详注》卷二十五附编二卷（内府藏本）：“唐诗中所谓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者，盖以维诗杂禅趣，白诗多逸气。”《方舟集》卷十七：“学问自悟，而以诗文陶写为乐道。妙禅趣以调适性理，至于投之闲散而不闷，婴以乱离而不苟，安然有作者，避世之风。”


禅悦
 　原指佛弟子修习禅定时，身心清安愉悦的感觉。《维摩诘经·方便品》：“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后世又将沉湎禅趣法味的社会风尚及文人俗士喜入山林与僧众的交往，均视为禅悦。这种遍及僧俗和朝野的风尚，远在六朝即见端倪，谢灵运曾参与翻译《涅槃经》，刘遗民、陶潜曾与慧远交游，隋炀帝对智者大师执弟子礼，后又于《请释灌顶书》中曰：“禅悦资神，故多佳致。”唐王维，字摩诘，晚年退居蓝田，以弹琴、赋诗、绘画、诵佛为事，刻意仿效佛经中的维摩诘居士。宋以后，文人禅化而禅僧亦文士化，出现了不少诗僧、书法僧、画僧；苏东坡、黄庭坚、王安石、张商英、耶律楚材等都皈依佛，禅悦之风有增无减。元学者吴莱曾至普陀山，有《泛海东寻美岑山登槃陀石》诗：“周航来旅游，钟槃聚禅悦。”明张煌言《梅岑山居诗引》：“禅悦之余，遂成《梅岑新咏》，骚耶？偈耶？读之如坐光明藏矣。”禅悦不但风靡文学创作，且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程、朱、陆、王等，外儒而内禅。刘宗周因王守仁曾在阳明洞讲学，人称阳明先生，称王守仁“心学”为“阳明禅”。清初王夫之深入法相宗，清末之众多学者如魏源、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等，均出入佛门、深研佛经，为一时之盛。士大夫、文人及儒者多进出丛林，以观山水与谈禅说妙自娱。


禅悟
 　禅宗用语。即通过参禅而得以悟解的过程及结果。《梦粱录》卷二十：“佛书说参讲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相应于参禅主体的不同类别，参禅过程不同，禅悟及其所得也就不同。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十六以及《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八中都有关于禅悟的不同分类。但禅悟的最终结果是寻求超越，超越的形式本身甚至都是可以被超越的。《法苑珠林》（千佛篇第五之三侍养部）卷十五：“大圣应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现，无幽不瞩，机化万途，受说非一。或假安禅悟道，或藉慧解开襟，或示婴孩扶侍，或现乳哺资养，缘悟多种，不可一例，此是诱物之能济俗之术也。”历代多有人指出禅悟与诗悟的相互沟通，《击壤集》：“明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杜诗详注》补注卷下：“四明屠隆长卿曰：王元美谓少陵集中，不啻有数，摩诘此语误也。少陵沉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独少摩诘之冲然幽适，冷然独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沉不除烦热，摩诘参禅悟佛，心地清凉，胸次原自不同。”《诗人玉屑》卷一：“龚相圣任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


诗悟
 　亦作“悟诗”。禅学与诗学用语。悟，原指佛教所谓智的直觉。诗歌理论引悟解诗，借助悟来描述诗歌的创作以及欣赏过程中审美直觉的作用，也就有了“诗悟”。《白云集序》：“参禅有悟，诗亦有悟……脱然已入空趣，其参而悟者欤？”这就必然导致诗与道的同构性。《吴文正集》卷十九《萧独清诗序》言：“虽然独清，将为诗人乎？抑为道士乎？因诗悟道，因道成诗。”漆文昌《风洞》有：“坐景寂无语，因诗悟得禅。舂粮谁食实，嘉种自良田。”诗悟由此介入诗歌理论。《岁寒堂诗话》卷下：“此子美悟理之句也，杜子美作诗悟理，韩退之学文知道，精于此故尔。”在中国美学史上最为推崇诗悟，推崇于诗必悟者是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把诗悟提高到成就诗道的高度。


心与境寂，道随悟深
 　佛教禅宗审美观点。指在自然环境中证悟菩提之道的哲理体验，亦与审美体验相通。《宋高僧传》：“每至海霞潋空，山月凝照，心与境寂，道随悟深。”在万籁俱寂的大自然中，晚霞退去，四宇茫茫，朗照苍穹的明月孤悬夜空，悟道之心于此与外在环境同为寂然凝然，冷肃无音，从而悟得义理真谛。禅宗重视现世内心的自我解脱，尤其注意生活小事的启示和从山水草木花鸟等自然万物所获得的超悟，从而表现涵深、玄远、清雅的意境和宁静、纯洁的审美喜悦。道与玄契、神与物游，在一片空灵澄澈中自能捕捉到大自然最为细微的天籁影音。禅宗的这种体验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艺术和美学发展，多有诗话、画论等著作推举这种幻化闪现、宁静空灵的审美境界。


观音
 　佛教菩萨名。梵文[image: ]
 的意译。又称“观世音”、“光世音”、“观自在菩萨”、“观世自在菩萨”。因唐讳太宗李世民名，去掉“世”字，简称观音。与大势至共侍阿弥陀佛，通常取左势，“西方三圣”之一。是佛教所推崇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菩萨，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在佛经中本为男身。中国女相观音造像约始于南北朝，盛于唐代以后。是佛教文学艺术中的重要艺术形象，出现在《西游记》、《目莲救母》等作品中。其形象仪容娴静、神情慈祥，盛饰衣冠而足下无履，或踏波而来，或坐莲华之上；或怀抱幼子，坐相端庄；或手持净瓶、杨枝，伴以鱼、龙、鹦哥与善才童子等，在浓重的佛教崇拜氛围中，其形象透露出世俗的慈爱和美。唐皎然《观音赞》：“慈为雨兮惠为风，洒芳襟兮袭轻珮。”反映了中国民间传统的信佛的审美理想。


六要
 　即“绘画六要”。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重要美学观念。五代后梁荆浩首倡的有关山水画创作的六个要素或标准。语出荆浩《笔法记》：“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为荆浩在总结当时山水画逐步取代人物画的创作经验时提出，用以继承、发展并取代谢赫的“六法”。认为“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气”是随笔墨运用而指导创作、贯彻始终的“心”或精神力量。强调笔随心运，意在笔先，画家的思想和立意要统辖具体的笔墨布置，对所描绘的自然对象要有通盘考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韵”随“气”生，绘画笔法要含蓄蕴藉而不刻直外露，附丽于形象之中，以达“气质俱盛”的“真”境。“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要围绕审美意象的创造，运用艺术想象和形象思维，体现“气”和“韵”。“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描绘山水自然之美，要因时适变，随物赋形，根据时、空的推移转换，再现自然山水的性情风神。“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要巧于运用笔法规则，神明变化。“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墨的浓淡要根据物象的凹凸明暗和光线色彩的变幻，巧加渲染，以表现绘画对象的真实的质感。“六要”把山水绘画艺术的创造精神和细致技法相结合，形成理论系统。其中第三要“思”与第六要“墨”为谢赫“六法”所无。“六要”对艺术想象的描绘，表现出对文艺形象思维的深刻认识；所创“墨法”的研究，对后代绘画中笔墨精妙的审美情趣的形成影响极大，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大贡献。


绘画六要
 　即“六要”。


凝想形物
 　五代荆浩用语。《笔法记》：“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指画家围绕着审美意象的创作，在下笔前的构思立意和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认为这种艺术想象活动，是化无形为有形，离不开具体的形象；又是“去其繁章，采其大要”（《笔法记》），经过“删拨大要”的集中、概括和提炼的过程；然后凝神遐想，使审美主体的“意”与审美客体的“象”契合无间，创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荆浩对于艺术的形象思维已有一定的认识。


风神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原用于人物品藻，指人的风采神韵。《晋书·裴楷传》：“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后指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气韵。韩愈：“遗我行旅诗，轩轩有风神。”（《酬裴十六功曹巡府驿途中见寄》）孙过庭在论书法美的创造过程和审美功能时，提出书家情感应符合书写内容，并用不同书体表现不同情感，“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谱》）强调了“风神”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性。张怀瓘进一步指出书法作品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议书》）。南宋姜夔具体论述了达到这一标准的条件，“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纸笔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续书谱·风神》）


心存目想
 　唐张怀瓘用语。指书法鉴赏后对于艺术的思索与回味。《书断序》：“虽彼迹已缄，而遗情未尽；心存目想，欲罢不能。”认为高超的书法艺术能使人们在鉴赏活动结束以后产生持久的审美愉悦。虽然“彼迹已缄”，作为审美对象的书法艺术品已不复在目前，但它所引起的审美兴致犹在，能引起观赏者的感奋、回味与思索，从而强化由直观所获得的美感。反映出张怀瓘对欣赏书法艺术心理功能的把握。


四格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逸”、“神”、“妙”、“能”四格。为唐宋以来历代评论绘画艺术风格、等格和艺术理想的审美标准。唐张怀瓘《画断》（已佚）把画分为“神”、“妙”、“能”三品；其后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又加“逸品”，并谓其“不拘常法”。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目录》则把“逸品”从末位提升为首位，遂成“逸”、“神”、“妙”、“能”四格，并依次论说四格的各自特点。认为画的“逸格”，“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超脱世俗而一任自然。“神格”“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达到神化境界。“妙格”“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自心付手，曲尽玄微”，超出具体、有限的物象，表现出宇宙无限的本体和生命。“能格”“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形象生动”，审美观照精细，手法技巧高明。这是对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把画分成“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的进一步概括，“逸格”实即“自然”，“能格”相当于“精”和“谨细”。“四格”说盛行于宋、元、明、清各代，成为历来评画的重要标准，对中国文人画及其美学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大。


能品
 　亦称“能格”。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书画家凭着对自然物象的精细观察和熟练的用笔技巧所创造出的生动艺术形象。由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首先提出。他认为“能品”的特征是“笔迹精绝”，“长于临仿”，但“手不称情，乏于筋力”，虽“状貌似而筋骨不备”、“少于风味”（《书断下》）。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相当于“能品”的“精”与“谨细”视为第四、五等，将它们均列为低于“神”、“妙”两品的中品。北宋黄休复继承此说，并进一步阐明“能品”的内涵和所处等级，提出画有“能格”（即“能品”），认为它是指“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益州名画录》）。在“逸”、“神”、“妙”、“能”四格中，以“能格”品位最低。北宋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以“妙于形似”、“长于写貌”、“尽事物之情”等语表述“能品”的艺术特征。反映出唐宋书画家认为状情写貌的书画艺术品还远未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神”、“妙”、“逸”的境界。参见“神品”。


妙品
 　亦称“妙格”。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书画艺术的审美意象“得之自然”，能于有限的物象中反映无限的宇宙本体和生命。由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首先提出。指出“妙品”的特征是“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自然意远”，“意态无穷”，“筋骨亦胜”，“意趣飘然”（《书断中》）。认为“妙品”与“神品”皆可再现造化自然，它们的品位高于以模写情貌为能的“能品”，为书画之上品。北宋黄休复继承并进一步阐明此说，在《益州名画录》的“目录”中提出画有“妙格”（即“妙品”），认为它是指画家的“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表明书、画“妙品”或“妙格”的美学内涵，与老庄的美学思想相通。参见“神品”。


神品
 　亦称“神格”。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书画艺术创造达到与造化同功的自由境界。为唐张怀瓘首次提出。指出“较其优劣之差。为神、妙、能三品”（《书断序》）。认为“神品”以“任于造化”，“冥合天矩”为特征。书画家只有“禀于天然”，“资于功用”，“学之于造化”，才可达此境界。称赞王羲之书“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反映出其对“神品”内涵的认识。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画又分为“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精”、“谨细”相当于张怀瓘所说“能品”，仅为中品；而“神品”，则胜于中品，又逊于“自然”（上品之上），为上品之中。认为“失于自然而后神”。北宋黄休复于《益州名画录》中，将画分为“逸”、“神”、“妙”、“能”四格，认为“神格”在“妙”、“能”两格之上，却在“逸格”之下。其后，论家评画，常以“神品”评论“出于天成”之作。如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将李成、范宽山水画皆列为“神品”。称李成“宗师造化，自创景物，皆合其妙”，于“咫尺之间，夺千里之趣，非神而何？”称范宽画“在古无法，创意在我，功期造化”。元末明初陶宗仪亦云：“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南村辍耕录·叙画》）反映出书画理论家师宗造化、妙理自然的美学追求。


逸品
 　亦称“逸格”。中国古代美学用语。“逸”本指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后转用于书画艺术中，指书画艺术中具有天真自然、飘逸不群、意趣出常特点的作品。初唐李嗣真（？—696）品评书、画，均将逸品作为最高品。晚唐李景玄《唐朝名画录》于张怀瓘《书断》、《画断》所标神、妙、能三品之外，别置逸品，认为入其品者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唐朝名画录》逸品评语），并无置逸品于最高之意。至宋初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乃将逸格置于神、妙、能三格之上，认为“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指出其特点为不拘规矩，鄙薄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时，因爱好谨守法度、用笔精细、赋色巧丽之作，便又将四格次序改为神、逸、妙、能。其后邓椿《画继》崇尚文人画，鄙薄画工，故仍赞成黄休复所定次序，但也批评时人“往往益为狂肆”，“未免乎粗鄙”，甚至“无所忌惮”，“意欲高而未尝不卑”（《画继·杂说》）。逸品次序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的审美情趣。唐宋绘画理论提出和重视“逸品”，反映了中国古代绘画从注重再现自然向注重表现主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的变化。这种重表现的写意倾向，在元代成为绘画美学的主流。元倪瓒等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倪瓒《答张仲藻书》），将画作为“聊以写胸中逸气”（前人《题自画墨竹》）的手段。这种审美情趣在士大夫中得到广泛共鸣，逸品便更为人所重。清代有人提出逸品须从能、妙、神中来，“由博返约，由巧返拙”（松年《颐园论画》）。又有人认为逸的特征不必以笔墨繁简论，而应以“味外有味”为极致（见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还有人反对置逸品于神品之上，或认为不应于神、妙、能之外另列逸品，逸只是一种风格而不能表示画之高下（见范玑《过云庐画论》）。这些论点反映了在追求表现文人主观意趣的同时仍看重形似、要求寓神于形的美学观点。


六长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有两说。一为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序》：“所谓六长者：粗卤求笔一也，僻涩求才二也，细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无墨求染五也，平画求长六也。”意谓在粗豪奔放中仍须讲求用笔技巧；在冷僻凝敛中要有才思法度；在细密纤巧中充满并表现出力量；在狂放怪诞中仍须合乎情理；在简笔无墨处也要有形象和渲染效果。后成为评价绘画艺术的形式美法则。二为清王昱提出的评判画家高手的标准。《东庄论画》：“气骨古雅、神韵秀逸、使笔无痕、用墨精彩、布局变化、设色高华”，六者一有未备，终不得为高手。


山林者之乐
 　北宋欧阳修用语。指审美享受的一种乐趣。与“富贵者之乐”相对。《浮槎山水记》：“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与富贵者之乐追求“物欲”享受不同，山林者之乐侧重追求“审美”享受，认为山林之士对“物欲”能适可而止，“视天下之乐，不一动其心；或有欲于心，顾力不可得而止”（《有美堂记》）。认为山林者之乐与富贵者之乐，一“娱意于繁华”，一“放心于物外”，“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同上）。进而指出只有“达于进退穷通之理”，摆脱利欲羁绊，才能真正欣赏“山林泉石”之美，反映了对自然美欣赏的深入。


画鬼神亦难工
 　北宋欧阳修对于绘画美学的一种主张。针对先秦韩非提出的“画犬马最难，画鬼魅最易”的重形似的主张而提出。认为画鬼神亦难，“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题薛公期画》）说明审美想象要产生感人的效果并非易事，需有对情景的深切体味，反映了欧阳修重神似的绘画美学思想。


道胜文至
 　北宋欧阳修用语。用以说明道与文的关系，即把文的内容与时代社会现实相结合。《答吴充秀才书》：“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认为以文士自居而创作出的自满于辞藻的修饰而言不及物的作品是不可能有很高的成就的，会导致“愈力愈勤而愈不至”。要作不朽之文章，必须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但欧阳修并不“重道轻文”，“道胜”最终要落实到“文至”上：“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思想内容充实，文章才能折闪出动人的魅力。


文章必得于自然
 　北宋欧阳修美学观点。《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四十《唐元结阳华岩铭》：“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颜子萧然卧于陋巷，人莫见其所为而名高万世，所谓得之自然也。”认为作者只要具有高尚的内外兼备的道德修养，任何文学创作都能自然而然，了无人为造作的痕迹，也就能流传不朽，反映其既要求创作动机要自然，也指明创作成就的取得都是自然而然的思想。


意趣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即意味、情趣，也可指立意之趣，即艺术作品的意旨本身就能带来的审美愉悦。前者如宋欧阳修《真洲东园记》：“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明叶盛《水东日记·廉夫题〈风雨归牧图〉》：“杨廉夫题曰：‘牧牛值风雨，箬笠几去手，不在风雨前，不在风雨后。’为妄人改‘手’为‘首’，幸墨迹浓淡，隐隐可见，不识古人用字之意趣耳。”后者如北宋米芾《论山水画》：“董源雾景横批全幅，山骨隐现，林梢出没，意趣高古。”宋末张炎《词源》专设《意趣》一节，强调“词以意趣为主，不要蹈前人语意。”此“意趣”亦为意旨之趣。又如明汤显祖以“意趣神色”论文，认为“《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与宜伶罗章二》）这里所说的“意趣”，同样指原作的构思立意之趣。


淡泊
 　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境界之一。平淡、冲淡而宁静、恬静。原指一种平和的人生境界。“非淡泊无以明志”（诸葛亮《诫子书》），在文学艺术中，指一种与浓丽华艳相对的平和清淡的艺术风格。苏舜钦《赠释秘演》云：“作诗千篇颇振艳，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再欲淡泊趋杳冥。”作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苏舜钦主张“淡泊”、“古淡”，反对创造上的“藻丽”、“镌凿”，抵制浮靡矫揉的不良文风。故苏轼评价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追和陶渊明诗引》），“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崇尚和谐之美。“淡泊风格”注重朴实自然，在遣词造句上，不故作惊人之语；在设色用墨上，不贪求浓艳藻饰。但同时又要求于平常中见出真味，在清淡中透露韵味，即“似淡也，味之而愈长；似浅也，求之而愈深”（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二）。


平淡
 　中国古典美学指一种平和淡远的审美境界。由北宋梅尧臣所首倡。《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认为“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并认为“平淡”是平中见趣、淡而有味，以平易简朴而又蕴藉含蓄的艺术语言和手法，创造一种深邃淡远、耐人寻味的思想和艺术境界。王安石也认为“平淡”风格“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集》）。苏轼进一步强调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见《竹坡诗话》）。这一思想对纠正西昆体浮艳诗风和宋代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


西昆体
 　北宋初期出现的一种华靡诗体和文风。代表人物有杨亿（974—1020）、刘筠（971—1031）、钱惟演（？—1033？）等。因他们以诗歌酬酢唱和，编成《西昆酬唱集》，故而得名。其诗内容多为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男女爱情、官僚生活、咏物写景。倡导以“缀风月，弄花草”为诗歌内容，在形式上注重摹拟，堆砌典故，“并负懿文”，“雕章丽句”，讲究骈对与声律，反映了崇尚华艳和刻意追求藻丽的美学思想。在宋初曾风行数十年。在梅尧臣、苏舜钦（1008—1048）革新诗体，欧阳修提倡韩柳古文后，此诗体衰落。清初虽有词家提倡，但影响不大。


穷而后工
 　北宋欧阳修提出的诗歌美学命题。《梅圣俞诗集序》：“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认为诗人在生活艰窘坎坷之时，抱负难以施展，理想不能实现，深切体会到现实的矛盾，郁结的情思融于诗中，内容充实饱满，所作诗文更易获得动人的审美效果。该命题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涉及作家的生活道路、遭遇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曾发生深远影响。


事信言文
 　北宋欧阳修用语。《代人上王枢密求先人集序书》：“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指文章内容可靠，“不虚美”、“不隐恶”，取信于人。“言文”指文章形式“精美”，讲究“修辞”、“文采”、“剪裁”。认为事信言文，文章才能传世：“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同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治物之器
 　一种将文章作为经世致用工具的美学观点。由北宋李觏（1009—1059）提出。“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上宋舍人书》）李觏所言之文，包括治教政令等应用文章。认为其作用“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诏诰，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议，则阙政修而民隐露。”（同上）由此认为圣君贤辅应“谨于文哉”。对以后王安石等人的美学思想有一定影响。


以物观物
 　北宋邵雍的美学观。与“以我观物”相对。《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伊川击壤集·自序》又云：“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认为文艺家按其先天象数学对于“物”的先验的概念来观察事物，摒除情感，空明其心，物我两忘，与物浑然一体，才能达到超于物而不牵于物的境界，观照一切物性。是道学家一种审美境界。为以后道学家摒情弃我而言志讲诗，使诗歌变成道学语录的理论基础。


以我观物
 　见“以物观物”。


饱游饫看
 　北宋郭熙用语。《林泉高致·山水训》：“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针对当时因袭模仿的流弊而提出。认为画家应遍游山川胜景，充分观察自然，“穷其要妙”，“取其精粹”，做到“历历罗列于胸中”，才能于绘画时“胸贮五岳”，“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提炼创造出“磊磊落落，杳杳漠漠”的审美意象。


心印
 　北宋郭若虚用语。借用佛教“密授心印”语，认为书画均为“心”的“印记”。《图画见闻志·叙论·论气韵非师》：“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反映出强调绘画形象必须与心灵契合的思想。


三远
 　中国山水画透视法。即“高远”、“深远”、“平远”。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提出：“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还提出“阔远”、“迷远”、“幽远”的三远论，并发展成为“六远”说：“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这些观点反映中国绘画表现空间意识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和价值。


胸有丘壑
 　中国绘画美学用语。《宣和画谱·山水叙论》曰：“岳镇川灵，海涵地负，至于造化之神秀，阴阳之明晦，万里之远，可得之于咫尺间，其非胸中自有丘壑，发而见诸形容，未必知此。”认为画家只有饱游饫看山川景象，并历历罗列于胸中，心中积累有丘壑的审美意象，才能融会贯通默写画出丘壑的艺术形象。“非其人胸中先有千岩万壑者，孰能神融意适，收景象于毫芒咫尺之间哉！”（《元贡师泰题友仁〈潇湘奇观图〉》）反映了中国画论强调生活积累对艺术创作有决定作用的思想。


林泉之心
 　北宋郭熙提出的美学观点。指品赏自然山水之美以及进行山水画创作，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自然澄静之心胸怀抱。《林泉高致·山水训》：“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认为自然山水审美价值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发现的。为了发现山水的审美价值，必须有一个和它相适应的自然审美心胸——“林泉之心”。这个审美的心胸，不仅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必要，而且对艺术创造也是必要的：“世人止知吾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般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不然，则志意已抑郁沉滞，局在一曲，如何得写貌物情，摅发人思哉？”（《林泉高致·画意》）“林泉之心”不是意趣消沉、淡漠死寂，不是志意“抑郁沉滞，局在一曲”，而是“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充满勃勃生机。画家有了这种审美的心胸，才能发现和把握审美的自然，并熔铸成审美意象，达于艺术创造的佳境。


风韵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原指人的形体及精神风貌所体现出来的风神、风度与韵致。其在美学上，指人与文艺的审美。与风度、韵致、风格、韵味等美学范畴多有相通之处。魏晋至唐，“风韵”多指人的审美。如《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道韫风韵高迈，叙致清雅。”《世说新语·赏誉》引《中兴书》：“孚风韵疏诞，少有门风。”《世说新语·任诞》谓阮籍之子阮浑“风气韵度似父”。“风气韵度”即风度、韵致，亦即风韵。受当时时代风潮影响，“风韵”的审美具有飘逸、高迈、放诞、清雅等美学意蕴。宋代以后，“风韵”多用于文艺评论，指文艺作品含蓄蕴藉、意境高远的风格、韵致。宋刘道醇《圣朗名画评》常用“风韵”评画，如称武宗元学吴道子：“得其闲丽之态”，“夫若千乘万骑，出彼入此，飞貌、风韵不有相类”（卷一）。称翟院深学李成：“以其风韵相近，不能辨尔”（卷二）。元夏文彦《图画宝鉴》赞宋徽宗亦云：“丹青卷轴，具天纵之妙，有晋唐风韵。”（卷三）明屠隆《与友人论文》称赞李白《古风》：“品格既高，风韵自远。”胡应麟《诗薮》：“黄、陈律诗法杜，可也；至绝句亦用杜体，七言小诗，遂成突梯谑浪之姿。唐人风韵，毫不复睹，又在近体下矣。”又云杜甫律诗往往“仄起”，如“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之类，“皆雄深浑朴，意味无穷。然律以盛唐，则气骨有余，风韵少乏。”


以大观小
 　北宋沈括提出的绘画美学思想。“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梦溪笔谈·书画》），沈括已注意到透视原理在绘画上的重要作用，最先在理论上肯定中国山水画特有的“以大观小”的散点透视法。认为这种方法“如人观假山”，是从高处进行全面的审美观照，可使画面包含更多的景象，由于不分近景远景，可使整个画面保持平衡的状态。它不同于观真山，站在固定的角度透视，“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同上）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独特的空间审美意识。


动中之静，静中之动
 　北宋沈括用语。《梦溪笔谈》卷十四《艺文一》：“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王籍原对上下两句均言静，且都是以动衬静，所以沈括说“上下句只是一意”；而王安石的对句则使得上下两句获得一种参差起伏之妙：上句言动，却是静中之动；下句言静，则为动中之静。而这一动一静又适成鲜明对比：上句之动因下句之静而更显动感，下句之静因上句之动而更呈静谧。这种多层次的、动静相辅相成的诗歌美学境界较之原对中单纯的动中之静的意境创造更显含蕴丰富，获得了强烈的审美效果，因而沈括称道王安石的文集辞句“往往亲切过于本诗”。


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北宋沈括用语，是其提出的曲唱美学原则。“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并具体解释“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同上）。“声中无字”与“字中有声”是一事之两面。由于字音有喉、唇、齿、舌、牙及四声之不同，与宫、商、角、徵、羽等乐声配合演唱时经常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即所谓“拗嗓”、“捩耳”，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以使曲唱悦耳动听就成为歌唱者以及谱曲作词者面临的首要课题。认为如果在用字时考虑字音与乐调的搭配，使字音与乐声稳称并浑融其中，充分发挥汉字音乐性的特点，字行腔中，使人无法分辨声与字，仿佛二者共同构成了音乐之美，就能达到“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的审美境界，取得良好的审美效果。


学诗妨事
 　北宋程颐用语。认为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遗书》卷十八）。学诗是闲言语，妨害正经事业。评价古诗“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为“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指责杜甫“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为“闲言语”，“道出做甚”。把作诗同事业截然对立起来，反映了程颐的道学思想。参见“作文害道”。


作文害道
 　北宋程颐用语。认为文学写作妨害儒道的传播。《二程全书·语录》卷十一：“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遗书》卷十八伊川语四）认为文道两不相容，天下只有道学一种学问，文学“亦玩物也”，玩物丧志，则有害于道学的光大，“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并认为《六经》并不是圣人作文，而是“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同上），反映了程颐否定文艺创造和审美意识的观点。


常形与常理
 　北宋苏轼提出的两个美学概念。常形，指格局较确定的事物的外在形貌；常理，指格局不确定的事物的内在精神生气。《净因院画记》：“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认为事物有常形和常理的区别，画评有常形事物的画易，画评以常理为主的事物则不易。“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净因院画记》）。指出“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同上），强调“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反映了苏轼重神似的思想，为其艺术创作传神论的理论基础。


外枯中膏
 　北宋苏轼关于文艺作品艺术风格的美学观点。指作品形式上平淡澹泊，而内涵则膏腴丰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认为韩愈的诗“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推崇柳宗元诗为“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能于简朴古雅之中抒发纤细浓郁之情，素淡无华中寄托深远之趣。同时也强调外枯中膏并非“中边皆枯澹”，“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并且还认为外枯中膏亦是风格趋于成熟的一种表现，“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见《历代诗话·竹坡诗话》）。


随物赋形
 　北宋苏轼用语。《书蒲永昇画后》：唐处士孙位画水，“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认为画水当“随物赋形”，与山石曲折，现奔湍巨浪，见水之变态，认为诗文亦当“随物赋形而不可知”（《文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反映出苏轼强调按客观事物自然面貌描绘事物形神的美学思想。


萧散简远
 　北宋苏轼用语。指书法的风格萧闲疏散、简略幽远。《书黄子思诗集后》论钟繇、王羲之书法字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发挥了司空图梅、盐“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的旨意，强调艺术美在于给读者创造审美想象的空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北宋苏轼对诗画风格的一种美学评价。语出苏轼观王维所画《蓝田烟雨图》后的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诗中有画，指王维诗境优美，读其诗如置身画图之中；画中有诗，指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画里富有诗趣，反映了苏轼已认识到中国诗画艺术共同的重在表现的审美特征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后代有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重要原理。


成竹于胸
 　北宋苏轼用语。《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认为画竹时不可面对竹子亦步亦趋地模仿，如果“画竹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同上）。绘画者应先使观察到的竹子在胸中酝酿成最能表现所见竹子的完整意象和意境，然后一气呵成。认为这一方法具有普遍意义，“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同上），反映了苏轼艺术创作的美学思想。


身与竹化
 　北宋苏轼用语。指画家创作时与描绘对象融为一体的入神状态。《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认为文同（1018—1079）画竹时，全神贯注于竹，以致忘却自我，思想感情移入对象，与竹子融为一体，故其竹能有无穷清新风格，表达出画家所欲表现出来的精神、性格。


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北宋苏轼用语。《题柳子厚诗》：“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小序》也有类似说法：“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然二人旨趣却有差异：黄氏之说同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有关，而苏轼的提法则有一个前提即“有为而作”。苏轼曾说过作文应“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虽是论文，但同样适用于其对诗歌的理解，是苏轼重自然天成的美学思想的表现。因此，只要是自然的，诗歌创作中虽用常语，但却可以有新意，俗语也会有雅趣。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北宋苏轼用语。《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苏轼本多才多艺之人，熟谙各种艺术，对其共通的规律深有会心，“天工与清新”即他提出的诗与画共同的美学追求。所谓“清新”，实际上是指画工之外的清韵，而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然天成。“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他要求绘画不能单纯描摹外在事物，而要具有深远意境，寄托画家志趣，使人如读诗歌；而诗歌不是单纯抒发作者情志，而要创造生动意象，使人如对图画。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北宋苏轼用语。《书黄子思诗集后》：“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认为像李、杜那种极尽诗家之变化的境界并不难达到，真正难以企及的是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的高韵，也就是苏轼所说的“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只有妙合纤秾与简古，才能最终达致“寄至味于淡泊”，而这种审美最高境界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外枯中膏”之美。参见“外枯中膏”。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北宋苏轼用语。《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这里涉及形似与神似，苏轼更重视传神之作。苏轼以为画所追求的是脱略形似以后的诗情，“一点红”中就足以“解寄无边春”，反映出无限春光。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在苏轼论及其他艺术形式时也有所表达，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实质上反映出诗情的获得就在于传神，神既不在外物也不在作者，而在于主客契合所建构起来的形象或意象，它超越了二者，达到了更高层次的似即神似这一境界。


点铁成金
 　北宋黄庭坚用语。指用字造句上将“古人之陈言”点化入自己的作品中，形成自己的创作。《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认为杜甫、韩愈的诗文所以精妙，不是由于他们的独创，而是把前人名作的内涵“点铁成金”，灵活地化为己有。“自作语言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这一诗歌技巧方面的思想，对江西派诗风影响颇大。


以理为主，理得辞顺
 　北宋黄庭坚用语。《与王观复书》：“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黄庭坚论诗重“理”、“法度”，“理得”即是对文理、物理的了解，是对文学创作规律以及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黄庭坚认为杜甫深入钻研《诗经》、《楚辞》等经典，深入地掌握了创作规律，后期才能够达到“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与王观复书》二）的境界。


夺胎换骨
 　北宋黄庭坚关于诗法技巧的用语。“夺胎”是指根据前人诗意而变换语句；“换骨”是指按照前人的诗意进行仿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见《冷斋夜话》）认为诗意无穷，人才有限，“自作语最难”，创新意境更难，因而提出这一创作主张。金王若虚批评这一方法是“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但江西派诗人则一直奉此为教旨，加以种种解释，并和禅语相结合。俞成《萤雪丛说》：“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


活参
 　原为禅宗用语。指把握真如佛性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如德山缘密禅师语录：“上堂：‘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迦，是死句。扬眉瞬目，举指竖佛，是死句。’时有僧问：‘如何是活句？’师曰：‘波斯仰面看。’曰：‘恁么则不谬去也？’师便打。”（《五灯会元》卷十）禅宗的“参活句”是要破除对佛教教义的僵化理解，进行直觉的体验、丰富的想象和自由的理解。这种阐释、体验方式与艺术思维多有相通之处，故宋代学者“以禅喻诗”，借用“活参”说明艺术思维、想象、灵感的直觉性与自由性特征。如曾幾说：“学诗如参禅，慎无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茶山集·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


意新语工
 　北宋梅尧臣用语。语出欧阳修《六一诗话》：“圣俞常语予曰：‘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认为诗歌要将意境的创新与语言的工巧完美结合，才可达到诗歌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


状难写之景
 　北宋梅尧臣用语。欧阳修《六一诗话》：“圣俞尝语予曰：‘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尧臣认为景与意要高度融合，写景要形象生动，表意要有弦外之音，如此才可达到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本色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❶指创作符合基本的艺术规律或者符合其样式体裁的特殊要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认为韩愈的诗、苏轼的词不符诗词体制，虽极天下之工，所以仍非“本色”。严羽亦云：“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沧浪诗话·诗辨》）认为“妙悟”是诗歌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只有“一味妙悟”，方是“本色”之诗。又如明清之际黄宗羲《胡子藏院本序》：“诗降而为词，词降而为曲，非曲易于词，词易于诗也，其间各有本色，假借不得。”亦以文体自身规范为“本色”。❷指作品乃是艺术家创作个性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其情韵内涵的表现质朴自然、不加矫饰。明唐顺之言：“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具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此处“本色”，指文章情感思致的真率自然。徐渭区分“本色”、“相色”，认为“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犹言替身也”（《西厢序》）。此“本色”，也即真实之义。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则有“自家本色”、“本色独造”之说。袁宗道《答陶石篑》：“自家本色时时露出，毕竟不是历下一流人。”袁宏道《序小修诗》：“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只要作品乃作家创作个性的真实流露，皆为“本色”。❸指文学作品语言的审美标准。宋张炎《词源·字面》：“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颂妥溜，方为本色语。”始以“本色”专论语言。后世沿用颇多，尤被明代曲论中“本色”一派广为发扬。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用本色者为词人之词，否则为文人之词矣。”此“本色”主要就戏曲语言之明白晓畅而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但讨论语言本色，并非就语言而谈语言，必须结合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徐渭认为：“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题昆仑奴杂剧后》）吕天成也指出：“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勒，正以蚀本色。”（《曲品》）只有符合剧情和人物性格，表达出真情实感，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才算是“本色”，才能“别有机神情趣”。


文以贯道
 　唐韩愈美学思想的核心。语出韩愈门生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较准确表述了韩愈关于文与道关系的基本观点。韩愈提倡古文，重视恢复古道，其古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古文，即先秦两汉时期通行的散体文章。认为提倡古道、古学，须用古文而不能用骈文或时文。这一观点，既反对六朝至初唐文学离开儒家道统的种种表现，又反对忽视内容单纯追求辞藻的绮靡文风。对后人影响颇大。南宋朱熹反对这一观点，认为道、文是源与流的关系，“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认为文是道的派生物，“道外无物”，反映了理学排斥文艺相对独立性的倾向。


文以载道
 　中国古典美学中视文为“载道”之器的一种观点。唐韩愈已认为“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哀辞后》）。北宋周敦颐则明确提出这一思想：“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其“道”指心性义理之学，其“文”指载道的简单工具，认为两者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不同事物。但他并不主张完全废除文饰，只是反对不载道的“徒饰”。南宋朱熹进一步认为“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为文者必善其词说”，“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道根文枝
 　即道为根本，文为枝叶。南宋朱熹的美学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他认为道与文是一种主从关系，故“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同上）。“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有德者必有言”，不要进行任何“文”的修饰和提炼功夫，“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这种观点体现了理学家“理一分殊”的哲学主张。“文”、“道”一体，在“道”的基础上相统一。由此批评苏轼把“文”、“道”视为“二本”：“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同上）反映了重道而轻文、以道囊括文的道学家`美学观。


沉潜反复嗟叹
 　南宋朱熹用语。朱熹倡导的一种正确读解诗歌的方法。朱熹认为应沉潜到诗歌营造的情境中去，反复把玩诵读，随作者情感变化而求得同情和理解，然后才能从情感和义理两方面对诗歌做出准确解读。朱熹注《楚辞》不满于王逸、洪兴祖等人的成果，认为他们“至其（指《楚辞》）大义，则又皆未尝沉潜反复嗟叹，以寻其文词旨意之所出，而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说，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楚辞集注序》）。


道与艺
 　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政治思想性和艺术技巧性的两个概念。先秦时孔子已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北宋苏轼在《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提出“有道有艺”的美学思想，把“道”与“艺”确立为文艺美学的两大原则，并认为道与艺两者是并重的、统一的：“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如果只有思想而缺乏技艺，客观事物虽能在心里反映，“了然于心”，却不能用手或口表现出来，不能“了然于手或口”。南宋陆九渊则把道与艺视为一事，“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象山先生全集·语录下》），把道等同和代替文艺，否认了表现情感的文艺为艺。同时又认为道对艺起主导、统率和制约作用：“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象山先生全集·杂说》）


涵泳
 　中国古代美学中指艺术鉴赏的一种方法。其本义是潜行于水中，左思《吴都赋》：“……[image: ]
 [image: ]
 鲭鳄，涵泳乎其中。”由于鉴赏艺术时也必须潜于艺术之中，对艺术意蕴进行反复、深入体味和感受，类似于潜水涵泳，故古人以该词指称艺术鉴赏，要求欣赏诗歌必须沉浸于作品之中，不断去感受、探索艺术的审美意蕴，然后达到“入其滋味”的境界。朱熹鉴赏《大雅·棫朴》时说，“‘倬彼云汉’则‘为章于天’矣，‘周王寿考’则‘何不作人’乎。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周王既是寿考”，“更著个‘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唤起来，便愈见活泼泼地”，这就是“兴”，就是“立象以尽意”（《答何叔京》）。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涵泳，把握这个活泼泼的意象，把握它内部的血脉流通。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认为对于杜甫的绝句，若不“入乎其内”，进行“涵泳”、“体认”，则无法感受其中的深意，甚至会误为它像“儿童之属对”一样简单。若善于“涵泳”、“体认”，就会发现诗中蕴藏着“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的深远意蕴。后被广泛运用到诗文理论和鉴赏中，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应沉潜其中，反复玩索或品味，以求得其中的三昧。韩愈、陆龟蒙的“涵咀”说也与“涵泳”同义。


余蕴
 　南宋张戒用语。即含蓄蕴藉致使咀嚼体会饶有余味。为对诗歌咏物言志提出的美学要求。认为《诗·国风》中“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的诗句，“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并以这一观点批评杜牧“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尊前唤不成”之句为“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岁寒堂诗话》）。认为“道得人心中事”须有余蕴，有余蕴才有意味，无余蕴则格卑。强调作诗但知咏物专讲刻画或但知言志只是率直以出者皆无余蕴。反映出其强调艺术表现的含蓄蕴藉，反对“浅露”的美学思想。


言志为本，咏物为工
 　南宋张戒用语。《岁寒堂诗话》：“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又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同上）认为诗歌以言志为本，建安、陶、阮之前的诗歌都以此为宗旨，虽没有着意咏物，但咏物之境界高妙，浑然天成，概因其抓住了诗歌“本意”，即“言志”。相反，潘、陆以后，诗歌专事咏物，强调用事押韵，导致“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虽然偶能得到佳句，但较之以前，“九牛一毛也”，反映了对当时江西诗派专重形式之流弊的不满。


缘情体物，自有天然
 　宋叶梦得用语。“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石林诗话》）意谓诗歌创作忌过多运用技巧，抒情状物，以自然清新为上。反对模拟、雕琢，崇尚自然天成之妙。评王安石律诗曰：“言兴意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同上）评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曰：“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同上）由此不满江西诗派过于注重形式技巧的风气，对南宋中期诗文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


圆美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诗歌语言圆熟、生动，达到自然和谐的境地。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王直方诗话》：“谢朓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清许昂霄《词综偶评·宋词》：“用事无迹，弹丸脱手，不足喻其圆美也。”都是从语言、比喻等修辞学的角度讨论“圆美”。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
 　中国古代词学美学命题。宋张炎《词源》：“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折碎下来，不成片断。如此清空、质实之说。”“清空”指运笔空灵，意境飘逸。“质实”指结构细密，辞语秾丽，但缺乏生气灌注，难免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这一论词主张对后人产生了较大影响。清人沈祥龙也说：“词宜清空……清者，不染尘埃之谓；空者，不着色相之谓。”（《论词随笔》）清人田同之《西圃词说》：“《乐府指迷》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此八字是填词家金科玉律。清空则灵，质实则滞。玉田（即张炎）所以扬白石而抑梦窗者也。”都提倡清远、超逸、空灵的词风。


学诗如参禅
 　南宋曾幾（1084—1166）观点。语出《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参”本禅宗修行之法，是领悟佛境的精神活动，最早以禅喻诗的是中唐皎然，“参”借指体味诗歌妙境的审美心理活动，兼具创作与鉴赏两方面。由于禅学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颇为盛行，禅学术语就成为不少人的口头语，“悟”、“参”等语经常被借来论诗。如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诗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韩驹《赠赵伯鱼》诗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吴可在《藏海诗话》中独标“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的宗旨，还作了三首《学诗诗》（首句均为“学诗浑似学参禅”）。龚相、赵蕃、都穆等人均有和作。到南宋，又加上江西诗人的影响，说禅作诗几乎成了诗坛的口头禅。如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诗：“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戴复古《论诗七绝》：“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至严羽《沧浪诗话》，终以禅喻诗而名噪后世。曾幾以“学诗如参禅”来表达一种参悟境界，以禅宗话头为譬喻阐述诗歌美学理论，充分显示了禅宗理论对当时诗人的影响。


沉著痛快
 　中国美学史上所概括的诗歌两大风格类型之一。与“优游不迫”相对。指诗歌深沉而有气势地吟咏情性并达到“入神”的境界。南宋姜夔已提出“沉著痛快，天也。自然与学到，其为天一也”（《白石道人诗说》）。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进一步认为诗之品有九：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这九个品又可概括为两种类型，明确提出“优游不迫”和“沉著痛快”的概念。并认为前者可以李白诗风为典型，后者可以杜甫诗风为典型。


优游不迫
 　中国美学史上所概括的诗歌两大风格类型之一。与“沉著痛快”相对。指诗歌从容闲适地吟咏情性而达到“入神”的境界。详“沉著痛快”。


情真、味长、气胜
 　南宋张戒用语。《岁寒堂诗话》：“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意谓言志为诗人“本意”，而佳作的标准在于情真、味长、气胜三者。“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诗歌出自内心之真情。“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又说，“陶渊明诗歌，专以味胜”，注重诗歌韵味幽远，列举陶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语，说明“此味不可及也”。对于“气”，则推崇杜甫，“杜子美诗，专以气胜”，“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杜诗即胜在“意气有不可及者”（同上）。


中的为工
 　南宋张戒用语。《岁寒堂诗话》：“‘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又举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为例，说：“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同上）意谓作诗用语要能抓住事物之本质，便能得到卓然天成之效果。语言并非要烦琐、新巧，而是要准确、精炼，以“处处可用”之语，得至切之效果。然此种工夫并非人人可得，“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同上）。


工夫在诗外
 　南宋陆游的诗歌美学观点。陆游诗《示子遹》：“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自注：晋人谓戏为狡狯，今闽语尚尔）？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意谓诗歌创作不能仅限于形式、语言、技巧等内在方面，而要深入生活、关注世道，如此方能写出好诗。陆游认为诗文关系社会现实：“自昔文章关治道”（《送范西叔赴召》之二），“文章有废兴，盖与治乱符合”（《书叹》）。此说亦是针对江西诗派而说，江西诗派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注重“无一字无来处”。对于写诗“内功”的修炼虽不可少，但陆游认为，诗人需要关切世道人心、民生疾苦。“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夜吟》）只有注意到诗外工夫，才能成其为真正诗人。


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
 　南宋郑樵用语。《通志·乐略·乐府总序》：“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意谓诗乃“人心之乐”，人心淳正，发而为诗，发而为乐，音律、形式，都只是辅助而已。若人心涣散，诗就不能嗣续风雅，乐也难求和美。郑樵释“乐之本在诗”曰：“窃观仲尼，初亦不达声，至哀公十一年自卫返鲁，质正于太师氏而后知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此言诗为乐之本，而《雅》、《颂》为声之宗也。”（《通志·昆虫草木略·序》）释“心”、“诗”、“乐”关系曰：“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通志·乐略·乐府总序》）反映出郑樵肯定民歌、乐府等原生作品，反对以理写诗、以理解诗，推重风雅传统的思想。


作文必要悟入处
 　南宋吕本中用语。《童蒙训》：“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又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说：“《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并举唐张旭书法为例，“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非独作文学书而然也”（同上）。认为作诗要重“活法”，“活法”的掌握，要从领悟中来，而“悟入”在于“勤惰间”，就是要勤学苦练，时时思索，萦绕于胸，才能突然悟入，触类旁通，达于神妙境界。悟入之说借用禅宗用语，但此处主要强调实践的工夫。


高妙
 　南宋姜夔用语。指“诗”的高度奥妙境界。《白石道人诗说》：“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指文章起伏跌宕而通顺流畅，具有条理；“出自意外，曰意高妙”，指文章具有奇妙构思；“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指文章能写出人所未思未想之处；“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指文章既极平淡又极富魅力。姜夔尤重自然高妙，因而认为“文以文为工，不以文而妙”（同上），虽然“舍文无妙处”，但自然高妙不能于字句中“精思”求之。开严羽“妙悟”说先声。


一家风味
 　南宋姜夔提出的美学观点。《白石道人诗说》：“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味”，原指人的甜咸酸辣之感，姜夔用来比喻人对审美对象产生的美感，以“一家风味”来说明作者要有独创性，保持自己的本色，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由此，反对雷同和模拟，主张“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同上）。


语贵含蓄
 　南宋姜夔用语。《白石道人诗说》：“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犹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提倡诗词创作中言约意丰的艺术效果，将“含蓄”作为审美的最高标准。


诗本无体，天籁自鸣
 　南宋姜夔的美学观点。《白石道人诗集自序》：“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天籁”语自《庄子》，原本是指自然界发出的音响。这里姜夔以之作喻，主张《诗经》三百篇作为诗歌的源头，本来没有固定的体制，而是自然而然的产物，诗歌体裁、风格以及流派等等都是后代发展的产物。强调诗歌创作，不袭前人，不依傍已成之体，不事雕琢，自然形成。清刘毓菘《古谣谚序》：“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也以“天籁自鸣”强调诗歌创作时诗人的感情应真挚朴实，自然成文。


天籁自鸣
 　姜夔用语。《白石道人诗集自序》：“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详“诗本无体，天籁自鸣”。


活法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法”指不易之规矩法度，“活法”即指灵活地运用法度，在不违背规矩的前提下寻求诗歌创作的变化。由南宋吕本中（1084—1145）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宋元之际方回在《景疏庵记》中也提道：“枯桩者，死法也；非枯桩者，活法也。吾儒之学，上穷性理，下缀诗文，必得活法。”认为作诗既要注重法度，又要活用其法，出入法度内外，这样才能达到“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的境界，已接触到审美和艺术创造中追求合规律的自由这一基本命题。但吕本中、方回等讲究活法，侧重于形式技巧，局限于用字造句，把“活”限制在“法”之内，在法内求活，其结果是重蹈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覆辙，使这一很有价值的美学命题未得到深入的发挥。


熟参
 　南宋严羽用语。参，参拜。《沧浪诗话·诗辨》：“学诗者以识为主”，“学”不一定能“悟”，然“悟”离不开“学”，因而“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诗当如参禅求道而常遍参名山一样，先须遍观古今诗作之后，分析比较，自辨其是非优劣，不为旁门所惑。“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同上），在“熟参”历代名篇的基础上，“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达到“妙悟”，悟出诗歌的艺术特征。否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并认为倘熟参仍无见识，“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同上）。


兴趣
 　南宋严羽用语。以概括盛唐诗歌艺术特征。兴指触景生情、即事漫兴；趣指情趣、意趣，随韵成趣。严羽又以此作为一种艺术标准。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沧浪诗话·诗辨》）并由此认为当时一些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不问兴致”，因而“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同上）。严羽以禅喻诗，强调艺术表现在于虚实统一，兴在象外，空灵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令人产生无穷趣味。这一观点是钟嵘的“滋味”、王昌龄的“情兴”、殷璠的“兴象”、皎然的“境象”、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苏轼的“至味”、张戒的“情味”、杨万里的“异味”、姜夔的“自然高妙”说的继承和发展。对清代王士祯“神韵”说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兴致
 　南宋严羽用语。意与“兴趣”相近。《沧浪诗话·诗辨》：“近代诸公……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以批评当时诗风。详“兴趣”。


别材
 　亦作“别才”。南宋严羽用语。指作诗所需的一种特别的才质。《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认为诗歌应有自己的艺术特征，写诗需有认识和掌握这些特征的独特能力。这种审美感受和形象表现的特殊才能，与书本学问并无直接的必然的关联，并由此反对“以才学为诗”。但又认为“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同上）。肯定了“多读书”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反映出严羽对才力与学力、诗歌创作与读书穷理关系的认识。


别趣
 　南宋严羽用语。指蕴含在诗歌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中的韵味。为有别于议论、说理的另一种特色的趣味。《沧浪诗话·诗辨》：“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诗歌通过艺术想象，塑造艺术形象，开拓艺术意境，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出“一唱三叹之音”。这种饶有情韵的审美趣味，即为“别趣”。同时亦认为理并不碍诗之妙，多穷理才能不堕于恶趣，使别趣深化，因而推崇“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反映他已隐约领略到艺术情趣和逻辑思维的相辅相成。


词理意兴
 　南宋严羽用语。词，文学词语；理，义理逻辑；意，作品所立之意；兴，感兴。诗歌艺术构思和诗歌美的创造，要因兴立意，会意遣词，词达理举。《沧浪诗话·诗评》：“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北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反映了主张词理意兴和谐统一的美学思想。


入神
 　指艺术作品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美的境界。南宋严羽评论诗歌的最高标准。《沧浪诗话·诗辨》：“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推崇汉魏及盛唐诗之高妙，在于真挚自然，笔力雄壮，气象不凡，兴趣盎然。认为这种“入神”“惟李、杜得之”。并以“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为诗歌入神、有神无迹，令人玩味的微妙境界。


妙悟
 　南宋严羽用语。悟，觉也，指主观体验直觉诗歌艺术的某些表现方法。参禅悟道，原是佛教禅宗传授与领会佛理的一种神秘方法。严羽借禅喻诗，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出“妙悟”乃诗歌鉴赏和创作的根本方法和成功道路：“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认为韩愈学力虽深，但作诗不及孟浩然，就是因为没有悟得诗道，诗味不浓。并指出“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同上）。广见、熟参才能达到妙悟。


家数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家法传统、流派风格。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又《沧浪诗话·诗法》云：“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认为欣赏诗歌，须先了解其家法传统、流派风格，才能言之中肯。明王骥德将“家数”一词引入戏曲理论，于《曲律》中专辟一章《论家数》：“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逐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实际上是对“本色”、“文词”两派家法源流的梳理说明。


以禅喻诗
 　以佛经禅理作为譬喻来阐发诗歌审美特征的理论。唐皎然《诗式》已开以禅喻诗的先河，“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所著《诗式》及诸文笔，并寝而不纪”。南宋严羽明确提出：“以禅喻诗，莫此亲切。”（《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认为以禅理说明诗歌理论是最为贴切的，认为这是自己的独创。强调“以禅喻诗”的目的是借此说明诗歌理论，而非有意在儒佛间有所取舍。认为诗禅能相通以喻，即在于“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以禅喻诗与以禅入诗有所不同，以禅入诗是直接以诗来宣传禅理。


羚羊挂角
 　严羽用语。指诗的意境高妙、不著痕迹。《沧浪诗话》：“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传说羚羊夜宿，以角挂树而足不着地，猎求无迹可寻（见陆佃《埤雅·释兽》）。后演为禅家话头，《景德传灯录》卷十六义存禅师谓众曰：“吾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吾若羚羊挂角，汝向什么处扪摸。”严羽用以喻诗境超然脱俗，不落痕迹，有待悟解，不能拘泥求之于言语文字。


理路言筌
 　南宋严羽用语。理路即义理思路；筌，鱼笱，即捕鱼的竹器，借指在语言文字上留下的痕迹。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认为诗是抒情的，一唱三叹，有自己的艺术特点；反对理学家和江西诗派把诗视为义理性命之言和引经据典、用字必拘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主张诗法盛唐，不涉于议论和说理，不拘于书卷和指陈。认为不粘不脱、不即不离、蕴藉空灵、含蓄有致的诗才属上乘之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欣赏的形象性、直觉性特点。


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南宋严羽提出的诗歌美学观点。喻指诗歌意境之含蓄深远、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原为佛学术语。“空中之音”，如《第一义法胜经》有“诸天虚空中，雨种种妙华，多有诸音乐，不击自然鸣”；“相中之色”，如《金刚经》有“凡是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非相，即见如来”；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如《说无诟称经·声闻品》有“一切法性皆虚妄见，如梦如焰，所起影象，如水中月，如镜中花”等等。皆为若闻若寂，似见似灭，非有非无，亦存亦亡之景象。南宋严羽以禅喻诗，用诸形容诗之妙境：“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以为诗之极境，当空灵蕴藉，浑然天成，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精深微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故而可以“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喻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诗歌之意境创造虚实相生、迷离恍惚、超言绝相、境界层深、“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特征。严羽这一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明李梦阳云：“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论学下》）王廷相亦云：“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也。”（《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皆可视为对严羽之论的补充与展开。参见“羚羊挂角”。


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命题。指诗歌言语精炼而意味无穷。唐白居易已有这一思想：“为诗宜精搜”，“须令语尽而意远”（《文苑诗格》）。北宋苏轼明确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也认为：“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白石道人诗说》）严羽在评述唐诗时作了进一步阐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认为摆脱理障事障，直抒胸臆写真景真情，诗才能莹彻玲珑。并以禅喻诗，标举镜花水月空灵的艺术形象，说明艺术境界和现实生活不粘不脱，若即若离才能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婉约
 　一种宛转含蓄的艺术风格。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后来主要用于词学批评，遂形成与“豪放派”相对的“婉约”派。婉约，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狭窄。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后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词家也从不同的方面受其影响。参见“豪放”。


豪放
 　一种豪迈奔放、气势雄浑的美学风格，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豪放”一品：“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反气，虚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强调“豪放”之美的刚健之力和雄浑之气。清杨廷芝释豪放为“豪迈放纵”，“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诗品浅解》）。后这一美学观念主要用于词的批评。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一般认为是明人张[image: ]
 （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王士禛《花草蒙拾》：“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image: ]
 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其说与张[image: ]
 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错采镂金
 　与“芙蓉出水”相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喻指精工绘制达到的雕饰美的艺术风格。错，涂饰；镂，雕琢。意为涂绘五彩、雕刻金银，本指雕绘工丽，后用以形容诗文的词藻绚烂。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曰：“谢（灵运）如芙蓉出水，颜（延之）如错采镂金。”清沈德潜进而认为“颜诗，惠休品为镂金错采，然镂刻太甚，转伤真气”（《古诗源》）。参见“芙蓉出水”。


芙蓉出水
 　与“错采镂金”相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喻指天生丽质和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芙蓉即莲花。据《南史》记载，鲍照（约414—466）在比较谢灵运和颜延之两人诗作的风格时说：“谢公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指颜延之）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如错采镂金。”用芙蓉出水比拟谢灵运诗歌的艺术特色。其含义一是指谢诗善于描摹山水景物，重视天然的生动形象；二是指谢诗语言自然清丽，不事雕琢。后人也用以为评判作品的标准。如李白曾在《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称赞韦太守诗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文人画
 　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一种带有文人特色的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之为“文人之画”。萌起于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盛行于宋代，当时代表人物有苏轼以及文同（1018—1079）、米芾等。文人画家既不满意当时院派画专尚“形似”的偏向，标榜绘画要以情为本，表现自我，游情翰墨，追求神韵，“聊写胸中逸气”；又鄙弃罗列外部现象、缺乏意境的民间工匠画。其特点为：（1）诗、书、画，甚至印，几者异迹而同趣，画白上诗跋、书法同绘画互相补充组成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2）要求反映文人画家理想的品格，追求文人画家所希望的美。文人画常喜用“四君子”题材，以喻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的品格形象。（3）由于中国文人居庙堂之高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而遭谗、落第、贬谪及不得志后易受佛老思想影响，浪迹江湖、流连山林、清高避世、超尘脱俗，故山水画是文人画最常见的题材，以此表现清静淡泊情致，伤感消沉的心境。同时也多注重抒发性灵、崇尚自然、挥洒自如、简淡空灵、笔疏墨戏、强调神韵的逸笔画。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清空与质实
 　宋末元初张炎提出的关于词的艺术风格的一对美学概念。清空，即不浊不俗、空灵超脱；质实，即具体详瞻、繁细板实。“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此清空、质实之说。”（《词源》）认为姜夔词如《暗香》“旧时月色，是几番照我，梅边吹笛”、《疏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等，古雅高洁，虚静空灵，是清空词风的代表。即“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而吴文英词如《声声慢》“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等，描摹琐细，精工巧丽，华美奥博，“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但缺乏内在神情的贯通，“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显得板滞堆砌，“凝涩晦昧”，是质实词风的代表。张炎认为，作词必须“清空”，“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尽，指迷之妙，尽在是矣”（见陆辅之《词旨》）。清田同之《西圃词说》亦云：“《乐府指迷》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此八字是填词家金科玉律。清空则灵，质实则滞。玉田所以扬白石而抑梦窗也。”这种论词重“清空”的主张曾为清浙派词家奉为圭臬，影响很大，但唯重清空，眼界亦过于狭窄。因而清周济批评其“过尊白石，但主清空”（《介存斋论词杂著》）。


画见
 　宋元之际方回用语。意谓画家亲见的审美对象的表现。《次韵受益题荆浩太行山洪谷图五言》：“画闻与画见，巧拙不同科……亲见胜剽闻，胸次所得多。”（《桐江续集》卷二十四）强调画家要对自然山水作直接的审美观照，审美意象的创造必须以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唐代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卷十），宋代郭熙提出“身即山川而取之”（《山川训》），明代王履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华山图序》），董其昌提出“当以天地为师”（《画诀》），“以造物为师”（《评旧画·题天池石壁图》），与方回提出的这一命题的精神相一致，形成了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理论中的唯物论认识路线。


文章自得
 　金王若虚的美学观点。《论诗诗》其四：“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强调诗歌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风格，不依傍别人，反对为文盲目依存门派而缺失个性。《滹南诗话》又云：“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词达理顺，皆是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哉？”认为作诗遵从固定的句法和风格，无异于作茧自缚，殊无可取。


内游
 　元郝经用语。在《内游》一文中针对以往文艺创作中注重躬行实践的观点而提出。这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的文章之所以卓绝，是因为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因此学迁之文，必先学其游。郝经则认为“勤于足迹之余，会于观览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气，仅发于文辞而不能成事业，则其游也外，而所得者小”（《陵川集》卷二十），司马迁之文与经、圣相牴牾，就因为其游也外，致得小而失大。因此提出“求助于外者，曷亦内游乎？”“欲游乎外者，必游乎内”（同上），求助于外不如求之于内，主张“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提出内游必须养气，在熟读和领悟圣贤经传的同时，“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摒弃世俗杂念，让心境保持平静，使人的精神能毫无牵挂地纵横遨游。内游一说重视作家的修养，强调审美心胸（超脱利害观念的空明心境）是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重要条件，有其合理之处，但过分夸大主观作用，轻视直接经验，反对积极主动地观察自然和社会。


书法即心法
 　元郝经的书法美学观点。《陵川集》：“书法即心法也。故柳公权谓‘心正则笔正’虽时讽谏，亦书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颇斜侧媚，纵其书工，其心中蕴藏者亦不能掩，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也。”主张书法作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和精神品质的外在表现，而好的鉴评者能透过书法作品读出创作者的人品高下。强调书家内心德操与书法作品的必然联系，表现了注重主体内在德性修养的观点。


九美
 　元胡祗遹的戏曲美学学说。实际上是对戏曲演员的艺术素养与表演技艺提出的九项标准。语出《黄氏诗卷序》：“一、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辩利，字句真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七、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九美既具，当独步同流。”此“九美”包括了戏曲演员的形体素质、生活积累、文化水平、舞台形象塑造，以至艺术修养、表演技巧、念唱功夫等各个方面，是对戏曲表演艺术及其审美要求较早的全面概括，对后世的戏曲表演理论有明显影响。


逸气
 　元倪瓒提出的美学概念。指表现在艺术作品中飘逸不群的生活情趣。《题自画墨竹》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已把画分为“神”、“妙”、“能”、“逸”四品。北宋黄休复著《益州名画录》，把画分为“逸”、“神”、“妙”、“能”四格，将“逸”置于其他三格之上。唐宋画家的“逸品”，侧重于绘画的艺术风格和笔墨技巧，主要指不注意绘画的规矩、天真自然、笔墨精炼、意趣出常的作品。倪瓒提出绘画不应计较形似，而要以“逸笔”写胸中逸气，以天然淡简的风格表现作者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其“逸气”指表现于画面之上的画家气质、胸襟和情操，与张彦远、黄休复等人侧重于绘画的风格和技巧的“逸品”的美学内涵不尽相同。参见“逸品”。


不求形似
 　中国古代一种绘画美学理论。北宋欧阳修已有这一思想，他主张“忘形得意”，认为“古画画意不画形”（《盘车图》）。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宋汉杰画山》）。沈括主张画应“造理入神”，“不必拘泥形似”，认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书画》）。元倪瓒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绘画理论中关于形神问题的论述。明确提出“不求形似”。“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答张藻仲书》）认为绘画的美学价值不在于追求形态的逼真，而在于以简炼的笔墨写出事物的神韵，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达到借景抒情的目的。


到处云山是我师
 　元赵孟頫提出的美学观点。《题〈苍林叠岫图〉》：“桑苎未成鸿渐隐，丹青聊作虎头痴；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认为画家应外师造化，随时随处以自然山水为师，不断提升对自然的领悟能力和表现水平，才能取得理想的绘画成就，反映了其重视向自然美学习的美学观点。


真假参半，多虚少实
 　中国古典戏剧审美命题。指戏剧情节不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故事情节应符合戏剧表演的要求。语见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使》：“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参半。”“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强调虚构对于戏剧表现的故事的重要性，较早揭示了戏剧情节“真假参半”、“多虚少实”这一带规律性的现象。对后人认识戏曲、小说创作中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有一定启发意义。


取象形器
 　明祝允明用语。意谓通过艺术形象真实地表现描写的对象。祝允明在分析审美意象中“象”和“韵”的关系时说：“盖古之作者，师楷化机，取象形器，而以寓其无言之妙。”（《枝山文集·吕纪画花鸟记》）《周易》已提出“观物取象”说，主张通过对外界对象的直接观察、直接感受创造出艺术形象。祝允明继承这一观点，针对宋元某些画家忽视具体形象的倾向，提出“象”和“韵”的统一，要求艺术家“师楷化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体验，创造出既能逼真地表现客观现实，又富有神韵的艺术形象，反对“韵格过象”，离开具体形象的创造而孤立地追求韵味。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诗主情
 　与“宋诗主理”相对。明杨慎对唐诗以通过形象抒写作者的性情这一主要特征的概括。此说始于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杨慎在《唐诗主情》一文进一步指出：“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杨慎推尊唐诗，要求诗歌通过意象的创造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指出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认为宋代江西诗派卖弄学问，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破坏了诗歌意象的完整性和鲜明性。宋代的理学诗更将诗歌视作押韵的讲章，排除情感在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作用，完全抹杀诗歌的审美艺术特性。认为诗歌可以表达一定的道德观念，但应该通过形象含蓄地表现出来，做到言在意外，使人自悟。这一观点对以后的诗歌理论和批评影响颇大。


宋诗主理
 　与“唐诗主情”相对。明杨慎对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一主要特征的概括。“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唐诗主情》）。详“唐诗主情”。


雅俗并陈，意调双美
 　明屠隆提出的美学观点。《章台柳玉合记叙》：“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意谓戏曲写作只有雅才能“极才致”，充分显示作者的才能，从而“赏激名流”，博得名家的夸赞。同时，又只有俗才能“通俗情”而“娱快妇竖”，使下层社会的广大观众理解、感动。是从雅俗共赏的角度提出对剧作的要求，表明其对戏曲的社会性、娱乐性已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其自身的审美情趣与习惯，还是侧重于“雅”，要求“其词丽而婉”；对“通俗取妍，闾巷悦之”而缺乏雅韵的曲词则表示“闻而欲呕”的态度。“意调双美”，意美指作品描摹世态人情真实动人，做到“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又指语言表达有一定的文采，不可鄙俗；调美指曲辞符合音律要求，“中管弦”、“谐宫羽”，婉扬可唱且优美感人。其观点揭示了戏曲艺术要求文情和声情相统一的审美特征，提出了戏曲的审美理想。


意随笔生
 　明谢榛用语。意谓作诗应使诗意随着文辞自然生出。《四溟诗话》：“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认为诗歌创作是作家对客观事物感兴的产物，“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从客生”。写诗应“以兴为主”，不能事先经营布置。反对辞前意，主张“辞后意”，反映出其主张诗歌真率天然，“漫然成篇”的美学思想。


景媒情胚
 　明谢榛用语。意谓作诗以景生情，以情育意；景是客观事物，情是主观思想，主客观结合，产生作品。语出《四溟诗话》卷三：“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主要论述了诗歌创作中情与景“二要”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两个“景”、“情”是创作的关键，无客观之“景”，则难以产生主观之“情”，“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即是强调情景结合，主客统一，“合而为诗”。其观点符合诗歌艺术美学的特点和规律，是古代诗歌美学意境理论的“极致”，对后世颇有影响。


诗有造物，悟得其妙
 　明榭榛用语。意谓诗歌创作要求得妙悟。语出其《四溟诗话》卷一：“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一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造物之妙，悟者得之，譬诸产贻婴儿，形体虽具，不可无啼声也。赵王枕易曰：‘全篇工致而不流动，则神气索然。’亦造物不完也。”论诗“妙悟”的观点，早见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而谢榛从“妙悟”出发既含“神韵”，又落实到格调。认为“啼声”、“流动”、“神气”是追求诗的“神韵”；“形体”、“工致”是讲求诗的“格调”。“造物”是否完整，是“神韵”与“格调”相结合，但以禅言诗，强调参悟，则会忽视社会生活实践。


文随世变，代不如前
 　明谢榛的美学观点。意谓文学虽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却一代不如一代。《四溟诗话》卷一：“《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今学之者，务去声律，以为高古。殊不知文随世变，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又曰：“诗以汉、魏并言，魏不逮汉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尽管认识到“文随世变”，但却认为《诗经》等先秦文学已树立不可逾越的境界，后之学者，无论如何也难达到古人的水平，显然是文学退化论的观点。胡应麟也说：“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也。”（《诗薮·内编》卷一）反映出明代后七子一派诗歌美学观点中的消极因素。


诗贵自得
 　明徐渭用语。针对明中叶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拟古之风而提出。他在《叶子肃诗序》中提出诗必“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斥责专事摹拟剿袭的“今之为诗者”如“鸟之为人言”。认为诗如其人，应在诗歌创作中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创作个性。这一理论涉及了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识的个性差异和艺术风格多样化的问题，强调了文艺创作要表现真情，勇于创新，反对墨守陈规，模拟复古。反映出作者反对封建礼教，不为儒家美学所缚的革新倾向，在当时有积极作用。


相色
 　明徐渭的戏曲美学用语。本为佛学术语，即事物的外观形象。徐渭借指那种徒有外在形式的雕琢，而缺乏实质内容，甚而歪曲、遮蔽人生本相与生活真实的戏曲创作。认为“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犹言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西厢序》）。“本色”即真实，而“相色”以“涂抹”、“插带”等过多的外在装饰来追求表面上的华美，反倒歪曲了真实，丧失了情真意切、生动自然之美，由此提出要“贱相色，贵本色”（同上）。旨在反对明中叶“以时文为南曲”的不良倾向。


本色
 　见“相色”。


宜俗宜真
 　明徐渭的戏曲美学观点。《题昆仑奴杂剧后》：“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至散白与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不可着一文字，与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补少、促作整句。”反映其对戏曲创作的通俗与真实的要求。宜俗，即提倡语言通俗易懂，明白自然，反对雕琢饾饤，堆砌典故的“时文风”弊病；宜真，要求语言真实自然，恰如其人。他在《南词叙录》中评论《琵琶记》的《食糠》诸出为“从人心流出”，“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说明“俗”与“真”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尤以“从人心流出”之“真”为精髓。这构成了徐渭戏曲本色论的核心和特征，给当时戏曲创作与理论研究以极大影响。汤显祖和沈璟分别继承其宜真、宜俗的主张，形成两大派别。


能痴者而后能情
 　明潘之恒关于戏曲表现艺术的观点。强调在戏曲创作和表演过程中，剧作者和演员首先应是有情人，要沉浸到所演剧中角色的内心世界中去，自己入迷才能深入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情感，这样才能进一步创作和表现好剧中角色。受汤显祖以情演情的理论影响，在《鸾啸小品·情痴》评说汤显祖的《牡丹亭》：“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无足怪也。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强调剧作的演创人员应体验角色内在的“情痴”境界，从而才能把内化为自己的情感充分而恰切表现出来。


真趣
 　亦称“天趣”、“自然之趣”。明王世贞用语。“真”指天真自然，不加矫饰；“趣”指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能给人以美感的生活情趣。《艺苑卮言》：“至关仝、董源、巨然辈，方以真趣出之。”认为“真趣”即“气概雄远，墨晕神奇”（《艺苑卮言》），其含义和“气韵”相近，为由画家人品、气质、情思而形成的风格美、形式美。与王世贞同时的高濂和屠隆也提出类似观点。高濂认为绘画应“天趣”、“物趣”、“人趣”兼备，以“人趣”求“物趣”，从“物趣”显出“天趣”（《燕闲清赏笺》）。屠隆主张“天趣”、“物趣”兼备，而更侧重“天趣”，强调绘画的寄意抒情作用，反映了晚明文艺思潮强调“真趣”、“自然之趣”的倾向。


兴与境诣
 　明王世贞用语。“兴”是诗人的艺术灵感和艺术想象，“境”是审美客体，“诣”为遇合意。“兴与境诣”指诗歌意境由诗人的艺术灵感和艺术想象与审美客体契合，胸中之情与外境遇合而形成。唐司空图已提出“思与境偕”。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明确指出：“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完使之然。”“兴与境诣”一说对以后王夫之、叶燮等人的“意境说”都有影响。


神与境合
 　明王世贞用语。其含义与*“兴与境诣”相同。《艺苑卮言》：“气从神畅，神与境合。”并认为“神与境合，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同上）。参见“兴与境诣”。


才思格调
 　明王世贞用语。意谓诗歌创作艺术的四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艺苑卮言》卷一：“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是对于诗歌艺术意境的探讨，以格调说为中心。认为格调本于才思，离开才思，即无所谓格调。才，指才学；思，指构思。无才思，即产生不出格调。作家的才思是构成作品的基本条件。格调又与境界有关，境界即意境，意境离不开才思。其评阮籍《咏怀》诗：“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着论宗佳耳。”以为境是一种成熟的艺术构思，在相应情况下恰到好处地表现；而构思本于才学。归根到底，作诗以“才”为基础。其观点接触到了意境构成的重要因素。


一师心匠
 　明王世贞用语。“心匠”，又作“意匠”。指艺术创作时，主体心灵需要精心思索，巧妙构思，如同殚精竭虑的工匠。《艺苑卮言》卷一：“（学古）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咏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认为模拟诗文，须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写作时要出自作家自己的“心匠”，才会写出好诗。其观点与一味拟古的李梦阳有所区别。但仍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未能跳出明代前七子、后七子的窠臼。


形模
 　明王世贞用语。即摹写形状。《艺苑卮言》：“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认为对不同题材的绘画应提出不同的要求，人物画应以摹写形象的逼真为先，在形似的基础上表现出人物的风韵神态；山水画应以气韵为主，但不能脱离形模。其宗旨是形神兼备。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才法
 　中国古代美学中，指创造主体的天赋才能和创造须遵循的法度规则之间的关系。有重才、重法以及才法并重三种观点。“才”的讨论始于魏晋时期，以刘邵的《人物志》为标志。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率先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论“才”，曹丕要求文人发挥各自的“偏至之才”，而不求全责备。在曹丕区分“偏至之才”与“通才”的基础上，南朝梁刘勰对“才”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探讨“六法”，确定了艺术创作中必须有“法”的思想。此后，唐杜甫在诗歌领域从与“神”相对角度，论述了“法”。“神”偏重于才思意兴，既指创作的灵感，又指艺术作品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法”则偏重于功夫、学习，指规矩、方法、技巧，包括结构谋篇、遣词造句、声律对偶等艺术形式方面的种种规律。宋人论诗文、绘画和书法多重“法”，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以黄庭坚为宗师的江西诗派。黄庭坚强调诗文都有一定的法度，要求作诗“左准绳右规矩”（《跋书柳子厚诗》）。陈师道更明确阐述了重“法”轻“才”的观点：“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后山诗话》）江西诗派中人吕本中意欲矫正以“法”为尚的弊病，提出“死法”与“活法”之辩。宋人在“才”与“法”的关系上重才的有黄休复、苏轼、米芾、严羽等人。在《益州名画录》中，黄休复首推“不拘常法”的逸格。苏轼认为文艺创造不能从别人所讲的“法”出发，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奇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明代前后七子以有“法”为高，舍“才”而取“法”。李梦阳认为：“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答周子书》），强调“法式古人”。王世贞提出“法不累气，才不累法”的观点。明末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以“才”为主。徐渭认为，诗文“出乎己而不由于人”（《跋张东海草书千字文后》）而扬弃“法”。李贽张扬“摅其胸中之独见”，反对一切格套和法的束缚。汤显祖明确提出“奇士”、“有灵性者”的天才观。清代以才为重的有袁枚和石涛。袁枚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续诗品·著我》）在画论中，石涛提出“我自用我法”（《题画》），自己创立所谓法度，不受陈规陋习的束缚。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力图解决才法矛盾，说：“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也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叶燮《原诗》亦称“敛才就法”。


以筏喻诗
 　明何景明的美学观点。佛家有“筏喻”：“佛以教法如筏，渡河既了，则筏当舍；到涅槃之岸，则正法尚当舍。因之一切所说之法，名为筏喻之法，示不可执着于法也。”（《阿梨吒经》）何氏借以喻诗：“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与李空同论诗书》）认为作诗学古，只是当作入门的途径，而不是终极的目的，一旦掌握了古诗的法则，能够达到“自创一堂室、一户牖，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即如达岸之筏，必须抛弃。本是对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学古而不敢放弃古人成法的批评，后为诗歌美学用以喻作诗。意谓先从古入，后从古出，而自成一家。清代贺贻孙的《诗筏》，即取此意。


荒寒
 　指一种古朴苍凉、寂静清雅、凄冷孤寒的美学风格，在宋元以后的诗画艺术中有充分体现。在明代已运用于诗话评论之中。明代竟陵派强调诗歌要有一种“荒寒独处、稀闻渺见”的美（谭元春《诗归序》）。李日华说：“（王安石）有诗云：‘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以悲壮求琴，殊未浣筝笛耳，而以荒寒索画，不可谓非善鉴也。”清王昱《东庄论画》云：“又一种位置高简，气味荒寒，运笔浑化，此画中最高品也。”黄钺《二十四画品》专列“荒寒”条目：“边幅不修，精采无既。粗服乱头，有名士气。野水纵横，乱山荒蔚。蒹葭苍苍，白露未晞。洗其铅华，卓尔富贵。佳茗留甘，谏果回味。”形象描述“荒寒”的美学意味。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美学观点。意谓做文章以秦汉为法则，论诗歌以盛唐为法则。《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当时是为反对粉饰太平、逢迎唱酬的台阁体和八股文的形式主义文风而倡，以复古为号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矫枉过正，强调尺尺寸寸向古人学习格调、法度，又给文坛带来拟古的消极因素。其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起，承袭李、何的美学观点，再次掀起复古运动。《明史·王世贞传》：“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从而把前七子的复古主张更向前发展，走上了模拟剽窃的道路。


画似真，真似画
 　明杨慎用语。意谓好画犹如真境，胜境犹如好画。语出其《画似真，真似画》：“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会心山水真似画，巧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总纂升庵合集》卷一百二十四）强调画家神与物会，妙造自然，所画山水，与真山水神似。主客体融合为一，体现了无生命的客体被人化的审美创造经验。


童心说
 　明李贽提出的文艺美学理论。在《童心说》一文中提出并阐述。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即人的自然天性，人的纯真坦白之情。趋利避害的势利之心出自禀赋之自然，“童心”即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势利之心，它出自民情所欲，是符合道德的善，只有反映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出自“童心”的言辞文章才是真言、善言、有德之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又与儒家的经典教条相对立，“童心”的失却，是因为“多读书识义理”，受闻见道理的束缚，“六经”、“语孟”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只有保持纯真的童心，才能使文学不丧失真情实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童心说”虽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却具有鲜明的市民意识，反映了人们摆脱礼教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的时代要求和精神，对晚明文学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化工与画工
 　明李贽提出的一对美学范畴。化工指顺应自然，师法造化，不露痕迹的自然美；画工指强调法度，虚伪矫饰的人工美。《焚书·杂说》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间，“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人们必须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寻求美。天地美的根本特征是自然无为，“造化无工”。推崇“化工”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天下之至文。指出画工讲究“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认为《拜月》、《西厢》为化工，《琵琶》为画工。《琵琶》虽“穷巧极工，不遗余力”，却“似真非真”，《西厢》、《拜月》本于自然，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强调美与真的统一，要求美必须符合人的自然性情，“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焚书·读律肤说》）强调了直觉和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支配地位和以不工为工，即无规律而合规律的特点。


实胜
 　明焦竑用语。以说明文学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针对当时离开内容讲究声调格律的形式主义倾向而提出。在《与友人论文》中，焦竑把“性命”、“事功”比作文之“实”，“词”、“法”比作“华”，强调“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文章的形式离不开内容，判断文章好坏的标准是内容充实与否。据此认为先秦文章“其实胜也”，故为天下之至文，两汉文“华实相副，犹为近古，至于今称焉”，唐文实不胜法，宋文法不胜词，每况愈下，但实尚未消失殆尽，所以还有一定的价值。这一观点重视文章道德事功的作用，强调美与善相统一的思想，体现了儒家传统的美学观点。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明汤显祖提出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复甘义麓》云：“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认为戏剧创作应表现真情，寄托作者的意志欲念、人生理想。但“情”是和代表封建伦理的“理”、“法”相对立的，只能通过梦幻的形式表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生活的理想，“梦生于情，情生于适”（《赴帅生梦作》），“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牡丹亭记题词》）。认为用梦幻的形式创作戏剧，既可以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又可以突破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的正常逻辑，达到“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合奇序》）的艺术境界。


情生诗歌
 　明汤显祖提出的关于艺术的起源和本质的一种观点。《耳伯麻姑游诗序》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认为艺术产生于作家的真实情感，通过艺术作品“可以想见作者胸襟”（《红梅记总评》）。充满感情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焚香记总评》），从而通过艺术形象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陶冶人的心灵，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这一观点从情感的表现和感染作用去说明艺术的起源和本质，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特征。


意趣神色
 　明汤显祖用语。意，意旨，即创作原旨和动因；趣，生动情趣；神，风神，即作品内在精神；色，指艺术风貌，主要是文采词华。《答吕姜山》：“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强调作品中应将思想、情趣、个性、文采四者合而言之。即在作品中体现出的思想性、艺术性。另说将四者合为一体来理解：或以为其所指为思想内容；或将其与“才情”相提并论；又一说释意、趣为内容，神、色为风格和精神。反映汤显祖主张创作应充分表现作家的主体精神和创作个性，反对“格律论”过分注重音律形式而影响内容的审美倾向。


若有若无为美
 　明汤显祖提出的美学观点。语出《如兰一集序》：“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意以若有若无为美。”“有”即艺术创作的深刻内涵，作者主观精神的表现；但它不应直接、平实地表露，而应借助于具体的艺术形象，曲折、含蓄地体现出来，故又谓之“无”，反映其追求不落迹象又含义深刻的艺术境界，也指出了艺术创作意在言外的审美特征。与其专门论曲时所说“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答凌初成》）的观点完全一致；既突出作者的创作意识，又指明艺术形象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包蕴主旨的隐蔽性。认为“悟言一室之内”、“映心千里之外”，“通之若有若无，都无迟、疾、欣、厌之累”，说明“若有若无”的关键在于构思要通过想象、虚构捕捉到足以“悟言”、“映心”的艺术形象，从而也揭示了艺术思维的心理特征。


情由外感，乐自中出
 　明艾浚的美学观点。《云床休居自适小乐府引》：“情由外感，乐自中出，言真理到，和而不流，诚为治世安乐之音也。”（《饮虹簃刻散曲四种》）在审美情感来源问题上，指出治世安乐的音乐所表现的审美情感一方面由外界事物所感发，另一方面安乐之情也发自审美主体的内心，强调感物与表现主体精神的和谐一致。认为这样的音乐才能达到和谐真实的艺术境界。


格调说
 　格，指诗歌体制上的合乎规格；调，指诗歌的声调韵律。视“格调”为诗歌创作关键的美学理论。起名于明代前后七子，以清代沈德潜为其代表。唐皎然《诗式》中，已有格调说的思想萌芽。他称赞谢灵运诗“其格高”，“其调逸”。宋严羽论诗，进一步提出诗有体格声调。“诗之法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沧浪诗话·诗辨》）。明李梦阳（1473—1530）开格调说之先声。他为纠正宋诗“主理不主调”之偏，强调格调重要性，提出“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诗有七难，格古、调逸……七者备而后诗昌也。”把格高调响、格古调逸作为诗歌批评重要标准。王世贞论诗也以格调为主，又强调才思作用，提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认为才思是格调的基础，格调是才思的境界。格调说从“格”出发，以为“诗之格以代降”，“诗之于唐而格备”（胡应麟《诗薮》），其“格高”、“格古”要求，往往表现为拟古和各体诗歌合乎各种格法；从“调”出发，以为“诗至唐，古调亡矣”，“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李梦阳《缶音集序》），特别注重从声调上去描摹古人，追求“调响”、“调逸”，提倡气势恢宏、雄健浑厚的诗风。但由于推重盛唐，只是貌袭，实际上变成离开内容的纯形式方面的要求。它将格调和格律相等同，认为格调即构成诗外形的声容章法体制，诗歌须合乎体裁的规格，强调声调音律的重要。把形式方面的因素说成是写诗的根本要求。清沈德潜进一步提出：“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说诗晬语》）认为“格”即前人诗歌中所体现的规矩法度，强调辨体，指出各种诗词应当有各自遵循的特殊规格。注重诗法，讲究起伏照应、承接转换、遣字造句、章法结构、声律音调。进而认为诗人应从格调入手，直接宗法《风》《雅》，在内容上须以温柔敦厚为最高准则。


体格声调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为对诗歌艺术特性的基本概括。体格指诗歌的意境、风格和艺术特征，声调指诗歌的音律节奏。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其中已含有这一思想。明李梦阳将体格声调作为其复古诗论的中心，提出：“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沉著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驳何氏论文书》），强调从篇章的结构、修辞、音调等方面刻意摹拟古人。明胡应麟在《诗薮》中对体格声调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所论的“体”，指“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即诗歌的不同体制；所论的格，指“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即诗歌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气象；所论的调，指“飘逸、浑雄、沈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即诗歌各种类型的风格。认为体格声调包含“章法、句法、字法、才情、格律、音响、节奏”（《诗薮·外编》一）等方面，其重点在于音律，强调“律诗全在音节，格调风神尽具音节中”（《诗薮·内编》卷五）。为调和格调与神韵，又提出“兴象风神”，把格调比作水和镜，把神韵比作水中月和镜中花，“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同上）。胡应麟论体格声调，较李梦阳等人切实具体，具有较大的影响。


兴象风神
 　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用语。兴象指情致、气象、比兴、寄托；风神指神韵、风致、意趣。意谓诗歌的审美意象达到自然精妙的境地。唐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批评齐梁以来不良诗风，提出应诗笔双美，“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明胡应麟在《诗薮》中谈及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时，明确提出：“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内编》卷五）在体格声调的基础上，以“兴象风神”作为论诗标准，称赞汉诗和盛唐绝句，追求一种形迹俱融的形象和深婉生动的气韵，反对拘泥事实和写法轻露。提倡兴寄，有感而作，“兴象玲珑，意致深远”，有深远寄托，兴象与气骨，意致兼备，反对体格卑弱和浅浮。对后人影响颇大。


事障
 　明胡应麟用语。指诗歌创作中卖弄学问，滥用典故的弊病。“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诗薮·内编》）唐代韩愈在诗歌创作中，逞驰博辩，首开以文为诗的风气。北宋苏轼受韩愈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矜才炫学，堆砌典故。黄庭坚则进一步“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见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严羽已批评了这一倾向，指责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不符合诗歌的艺术要求。胡应麟把宋诗的这一弊病概括为“事障”，指出“专用意而废词”，“性情泯矣”，会破坏诗歌的艺术性。参见“理障”。


理障
 　明胡应麟用语。指诗歌创作中以理为诗的弊病。原是佛家语，《圆觉经·上》云：“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碍正知见；二者事障，续诸生死。”意为执于文字而见理不真。明胡应麟将此概念借用于文艺批评，在《诗薮·内编》中指出：“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儒家传统美学观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主张“文以载道”、“文质相副”。宋代理学家在儒家美学观基础上，强调文道合一，“文皆从道中流出”，诗歌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否定诗歌的艺术性和文艺的美学价值。宋代的道学诗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和攻砭。宋严羽指出：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言理而不言情”（《沧浪诗话》）。明杨慎指出：“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升庵诗话·唐诗主情》）胡应麟把宋代道学诗以理为诗的弊病概括为“理障”，反对用说理代替形象的描绘，提倡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在当时对推动诗歌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


势与韵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一对概念。“势”指书画艺术中用笔的刚柔动静之形态，也即艺术形象的节奏旋律。“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顾陆张吴用笔》）要求通过有限的笔墨表现出万物形象的流动之美。“韵”最早指声韵，后用于书画领域，成为艺术作品的最高审美标准，指“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范温《潜溪诗眼》），即要求审美意象“有余意”。明丰坊则把书画艺术中势与韵的关系比作生命形体的筋骨和血肉，认为“书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悬，则筋脉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笔诀》）书画要有筋骨，以劲健取势，运笔有力，但不干硬枯涩，而是意在笔外，通过长短、大小、疏密、应接、向背等，收到无笔墨处也有妙境的艺术效果。明董其昌明确将这两个概念并提，认为书法应“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画禅师随笔》卷一）。


以天地为师
 　明董其昌用语。师法造化、法天贵真的思想实滥觞于《庄子》，历代书画和文学理论都对其作了详尽的阐述。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提出画家一定要深入细致地观察自然，“看得熟，自然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概括了艺术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认识到主观意念和客观自然融为一体，是审美观赏的规律，也是艺术创作心理活动的特征。“以天地为师”并不否认绘画的笔墨技巧，董其昌又指出“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评诗》），“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杂言》）。反映出追求质朴自然、富有韵趣的艺术风格的美学观点。


诗与山川，互相为境
 　明董其昌的美学观点。指诗歌常以山水自然之美境作为描绘的对象，而山水自然也仿佛因诗歌和诗人的存在而觅得知音。“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一人品题，情貌都尽，后之游者，不待按诸图经，询诸樵牧，望而可举其名矣。”（《画禅室笔记》卷三《评诗》）强调山水诗的创作应达到“情貌都尽”的效果，全面、真实地表现自然。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明末公安派的核心理论主张。意谓文学创作要依凭自己真实而独特的性情，不受任何格式、套路的限制。语出明袁宏道《叙小修诗》，他在评价弟弟袁中道的诗文时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强调文艺源于各人的性情，“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箴后》），重自由，反拘束；创作讲求独创性，如果没有独创性，则宁肯不创作。这样即便有不完美之处，“亦多本色独造语”。在当时尊古风气盛行、推重模拟的时代条件下，这一命题有个性解放和反传统的意义，对于当时及后代的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直摅胸臆
 　不加矫饰、不受拘束地表现作者的真性情。明袁宏道提出的文学创作理论和批评标准。《叙小修诗》：“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认为直摅胸臆要破除题材的限制，做到“情无所不写”，“景无所不收”（《珂雪斋文集·蔡不暇诗序》）；冲破陈规，“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宋元诗序》）；任其自然，“取裁肣臆，受法性灵，意动而鸣，意止而寂”（同上）。强调文学须以发抒性灵为主，“大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变化”（《阮集之诗序》），批评格调派“以浮响虚声相高”（同上）。这一理论是公安派性灵说的核心。参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诗以趣为主
 　明袁宏道的美学观点。《两京稿序》：“夫诗以趣为主，致多则理诎，此亦一反。”“趣”，指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叙陈正甫会心集》：“世人所难得者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并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以为童年时代“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趣”是以内在之“真”为基础。主张“任性而发”（《叙小修诗》），拒绝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所谓“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同上），即有真人才有真趣，体现在诗歌审美上，即是诗趣。


不即不离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原为佛教用语，《圆觉经·上》：“不即不离，无缚无脱。”后借以指艺术创作中既不着迹，又不离题的虚实结合境界。它要求艺术描写做到形神兼备，描写对象的外貌形体，揭示其内在精神。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谈及的真实与虚构、个别与一般、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思想、直接与间接，以及密与疏、显与隐等问题，皆与“不即不离”有关。晚唐时的司空图已提出“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离形得似，庶几斯人”（《诗品》）的要求。北宋欧阳修、苏轼论诗画主张形神兼备，体物写形在似与不似之间，反对“巧言切状”、“功在密附”的传统体物手法。南宋严羽提出作诗“不必太着题”（《沧浪诗话》）。魏庆之也提出“不可太着题”，主张咏物诗“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诗人玉屑》卷三）。明王骥德明确提出“不即不离”的命题：“咏物毋得骂题，却要开口便见是何物。不贵说体，只贵说用。佛家所谓不即不离，是相非相；只于牝牡骊黄之外，约略写其风韵”，以“令人仿佛中如灯镜传影，了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曲律·论咏物》）。提倡咏物诗在表现中遗貌取神，以虚代实，从物体的意态、气象、氛围、环境等方面着意铺叙、烘托，以唤取读者丰富的联想，在心中涌现所咏之物的多姿多彩而带有朦胧美的形象。


整容定气
 　明王阳明用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教约》：“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勿躁而急，勿荡而嚣，勿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强调对于诗歌的审美接受和鉴赏，应该先整饬自己的形容，酝酿安定平和的心理，朗诵时声音清晰明朗，注意讲求节奏和韵律，避免急躁、喧嚣浮荡和恐惧气馁的情绪，才能使审美主体精神宣扬舒畅，心平气和。表现出王阳明重视诗歌阅读的身心准备，强调心气平和的审美效果。


身与事接，境与身接
 　明祝允明的美学观点。《送蔡子华还关中序》：“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认识到身（身心、主体）与事（事物、客体）作为审美之情、境的两大要素，它们之间的互动产生审美的“境”和“情”，强调审美过程中主体身心与客观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


认主意
 　明冯梦龙的古典戏曲审美命题。“主意”指剧中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认主意”指演员要先理解和把握剧中人物的基本性格。《酒家佣·卜肆授经》批语：“凡脚色，先认主意。如越王、田世子，无刻可忘复国；如李燮、蔡邕，无刻可忘思亲。”认为要先把握自己所要扮演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再把这种性格贯穿到各种表演形式中。这一主张注意到了剧作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对后世戏剧理论有一定影响。


动吾天机
 　明王骥德用语。“天机”一词原出《庄子·大宗师》，意指自然而然的动作。后来的思想家把“天机”与“率性而行”相联系，看作人的本性和本性的自然流露。王骥德将这一概念引入美学领域，用以指崇尚自然，反对人工雕琢的艺术创作方法和风格。《曲律·论套数》：“所谓‘动吾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认为“动吾天机”，即“天造”。其义与李贽“化工”相近。王骥德认为只有出自“天机”，才能显示作品的内在精神，表现出动人的风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强调自然天成，追求艺术作品内在的神韵的特点。


声调说
 　明王骥德提出的戏曲美学理论。中国的诗歌原与音乐不可分离，具有自然的音律节奏。王骥德在《曲律》中十分注意戏曲语言的音乐美，提出“曲之美听，在于声调”（《论声调》）。他从戏曲的表演艺术特点出发，视曲调的协畅美听为“作词第一吃紧义”（《论平仄》），主张勿使“听者逆耳”，“歌者棘喉”（《论阴阳》）。作曲时对声调的总要求是“欲其流利轻滑而易歌，不欲其乖剌艰涩而难吐”（《论声调》）。王骥德主张的声调之美是律与词兼美，达到诗情与音乐性融为一体的艺术美。他把《西厢记》的语言作为兼有诗意与音乐美的戏曲语言的最高典范，认为“无一字不俊，也无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由人巧，抑何神也”（《西厢记》评语）。在强调严守声腔格律的同时，还提出声调应“自然之妙”，在格律的学说中得出“不若顺其自然之为贵”，试图寻求合规律中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美的规律和自由的统一问题。


贵剪裁
 　中国古代戏曲审美用语。语出明王骥德《曲律·论剧戏第三十》：“贵剪裁，贵锻炼：以全帙为大间架，以每折为折落，以曲白为粉垩、为丹雘。勿落套，勿不经；勿太蔓，蔓则局懈而优人多删削；勿太促，促则气迫而节奏不畅达；毋令一人无着落，毋令一折不照应。传中紧要处，须重着精神，极力发挥使透。”认为戏曲创作时因考虑到演唱人数的差异，从而要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方面注意详略得当和前后照应。具体说来，要做到：一是情节内容和设计方面要新颖，不要落入俗套，也不要荒诞不经；二是在故事线索和节奏方面要得当，不要有太多枝蔓，也不要节奏太过急促，张弛失度；三是强调人物角色前有来历，后有着落，故事情节方面则应前后交代照应。这种概括揭示了戏曲在谋篇布局、情节安排方面的要求，对后来李渔提出“脱窠臼，戒荒唐，减头绪，密针线”的主张有一定影响。


贵锻炼
 　中国古代戏曲审美用语。详“贵剪裁”。


炼格
 　明王骥德用语。“格”，主要指剧作的章法结构和套路格调。《曲律·论章法第十六》：“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于曲，则在剧、戏，其事头原有步骤；作套数曲，遂绝不闻有知此窍者。只漫然随调，逐句凑泊，掇拾为之；非不间得一二好语，颠倒零碎，终是不成格局。……是故修辞当自炼格始。”强调戏曲创作应首先考虑整体布局、步调安排。反对仅顾及“一二好语”而牺牲整个剧作，并强调艺术结构格调的优先性。“格”在“辞”先。


大雅与当行参间
 　中国古代戏曲审美命题。明王骥德《曲律·论剧戏第三十》：“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即曲文、唱词、旁白等，指戏曲语言；“格”即戏曲表演的格律、演唱方面的要求，指与舞台表演相关的内容。认为剧本创作需要注意文学性和舞台性的统一，戏曲语言和表演格律既要达到“大雅”的要求，可置案头反复阅读，又得“当行”，符合舞台艺术表演的规律。“大雅”与“当行”相互辅衬、完美结合，这样的剧本才能“可演可传”，成为“上之上”品。与之相关，如果只注意到其中一方面，则不会成为最好的作品，例如“词藻工，句意妙，而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当然，这两个方面若都做不到，“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同上）。


不难为繁，难于用减
 　明程正揆（1604—1670）的美学观点。《〈江山卧游图〉题跋》：“画不难为繁，难于用减，减之力更大于繁，非以境减，减以笔，所谓弄一车兵器，不若寸铁杀人也。”又《致龚贤书》：“画有繁简，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认为繁、简两种笔法，均可以表现深邃意境。因简笔以一当十，更求笔力之遒、法度之严和意趣之深，所以简笔较繁笔难。这种尚简的风尚对后世书画美学影响很大，如清盛大士认为“画有四难”，第一就是“笔少画多”、寓繁于简（《溪山卧游录》），钱杜亦提出绘画笔法“愈简愈佳”（《松壶画艺》）等，反映了中国古典绘画艺术注重用笔意蕴、以少胜多的美学观点。


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
 　明唐志契的美学观点。《绘画微言·山水性情》：“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使得山环抱起伏之势，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挂脚，自然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而落笔不生软矣。”认为画家画山水自然，要能把握其特性和情调，这样落笔才不致生软。又认为：“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而落笔不板呆矣。”（同上）强调画家的性情应与山水自然的个性、情调浑融契合，这样落笔才不致呆板。在作者看来，山水自然，一草一木，“莫不有性情”，“俱有生化之意”，因此，“画写意者，正在此处着精神”（同上），反映了作者注重从真山、真水上寻求艺术灵感，通过对自然山水内在特性的领悟和描绘寄寓主体情思的美学思想。


惟能极艳，方能极淡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命题。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红渠》：“此词隐先生初笔也……雕镂极矣。先生此后一变为本言……惟能极艳，方能极淡。”借赞扬沈璟（即词隐先生），指出戏曲创作需要有丰厚的语言积累、提炼日常语言为文学语言的能力以及高度的表达技巧；而未经提炼的、缺乏文学性的俚言俗语并非“本色语”，从而难于达到经过“极艳”到“极淡”的艺术境界。强调语言能力对于戏曲创作的重要作用，批评误将俚俗当本色的倾向，从新的角度对“本色论”作了重要补充。


语俊意长，俗雅俱备
 　明李开先的美学观点。语出其《西野春游词序》，谓传奇戏文、套词小令当“俱以金、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金、元杂剧，散曲兴盛繁荣，文人作家和艺人作家撰写了许多佳作，反映当代生活，语言当行本色，为一代之盛。入明之后，许多曲家未能体会“曲”的写作特点，“以诗为词”，语言雕饰难懂，大乖其体。李开先提出“以金元为准”的观点，强调学习金元杂剧、散曲的本色语，指出“用本色者为词人之词”，即情真而通俗的语言风格，要求做到“语俊意长，俗雅俱备”；否则为“文人之词”，不合曲的写作规律和特点。这是明代较早总结金、元作曲特色，提倡本色，并作为创作标准的戏曲美学观点。


人情物理
 　明叶昼用语。指小说应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真实情状及其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水浒传》第九十七回回末总评：“《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在说梦、说怪、说阵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认为小说的艺术生命在于真实性，在于写出社会的“人情物理”，人物的思想行为和事件的发展都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只有写出日常生活中普通、平凡的人情世态，才能给读者以审美享受。脱离生活真实的荒诞离奇的情节，却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反映出中国古典小说从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转变的历史趋势，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重视小说的真实性影响甚大。


人情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❶指人的情感心绪。《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荀子把“人情”与音乐相联系，认为音乐即由人的哀乐之情而生：“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乐记》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乐统同，礼变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记·乐情》南朝梁刘勰则认为，诗由人情应物感动而自然发生：“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明清时期，这一概念进一步被引入戏曲美学。明王骥德认为：“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曲律·杂论下》）清李渔论曲，亦重“人情”，认为：“文生于情，非情人不能为文人。”（朱素臣《秦楼月》卷末笠翁评语）戏曲的创作与鉴赏都是“人情”的沟通：“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朱素臣《秦楼月》卷末笠翁评语）❷指人之常情，即世间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常与“物理”连用。明代叶昼论《水浒》：“《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在说梦、说怪、说阵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第九十七回回末总评）清李渔评《香草亭》：“是词幻无情为有情，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奇莫奇于此矣。”（《一家言》卷一）❸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分。清张竹坡评《金瓶梅》：“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金瓶梅读法》）此处的“人情”，指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厚薄、浅深恩怨等等。参见“人情物理”。


肖物
 　明叶昼用语。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情事描摹惟妙惟肖，进而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本相真实。语出叶昼《水浒》第二十一回回末总评：“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摹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能到此？”以为《水浒》凭借其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生动刻画了人物的外在形态、言谈举止，即“眼前”，而且能深入刻画其心理活动与性格特征，画其“心上”，进而揭示出深层意义上的人情世态之本相真实，传达出无穷的审美韵味，因而其“肖物”已达于“化工”之境。


逼真
 　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用语。涉及小说创作中的艺术真实问题。明清小说理论家李贽、叶昼、金圣叹等都使用这一术语。其中叶昼论析最为精辟，他在评点《水浒》时指出：“《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以为尽管小说的情节人物都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但经过小说的艺术加工，却能传达更具普遍意义的真实，即艺术真实。又认为由“假”而达“逼真”的方法如：“《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始终。”（《水浒》第十回总评）真情，即符合人生真相与生活逻辑之“人情物理”。以为小说虽为虚构，但描写的却是“真情”，故而其“真”几可“与天地相始终”。还进一步指出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为：“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只有植根于现实生活，艺术作品方能“描写得真情出”，“与天地相始终”。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明代园林家计成观点。意谓园林虽是人工创造的艺术，但其呈现的景色必须真实，好像是天然造化生成的一般。强调园林造作应顺应自然，使人为美融入自然，构成大自然的一部分。要真实表现山林的“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有悬”（《园冶》）等美的景致和意境，在叠山、理水、植物配置等方面，应做到“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同上）。造园的过程是“有真为假，做假成真，稍动天机，全叨人力”，而造出的园林应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中国园林的设计艺术上，这一命题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审美观。


构园无格，借景有因
 　明计成提出的园林美学观点。意谓建造园林无一定格局，但借用外景则有所因循。“构园无格，借景有因。切要四时，何关八宅？林皋延伫，相缘竹树萧森；城市喧卑，必择居邻闲逸。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园冶·借景》）指出借景主要与四季气候密切配合，按八卦方位分八宅的说法，则无关紧要。林下泽边较适于闲眺，因有竹树萧森的景色。城市喧杂应设法避免，必须选人迹稀少的地方。高原眺望无际，远山环抱如屏。堂开有和风迎人而来；门前见春水流入池沼。由此强调：“夫借景，林园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因借无由，触情俱是”。反映其注重因时因地借景生情的园林美学思想。后借景成为晚明以降中国园林设计的主要艺术手法。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明计成观点。意谓园林艺术的审美创造要善于因地借景，妙在得体、合宜。语出《园冶》卷一《兴造论》，并解释说：“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指出“因”在于随地基高低，体察地形的端正，如有树木妨碍，即行修剪枝桠，若遇泉水经流，则须引注石上，相互借用。宜亭则建亭，宜榭则建榭，取径不妨偏僻，布置要有曲折，反映其“精而合宜”的设计艺术思想。又指出“借景”虽有园内外之别，但无远近的限制，如遇晴山耸立的秀色，古寺凌空的胜景，凡目力所及之处，务须摒弃庸俗之物，吸取美好景点，无论田头地角，均可尽化为烟云之景物，反映其“巧而得体”的设计艺术思想。“因”与“借”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既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又要巧于借景，屏俗收嘉。“因”而无“借”，显得机械、呆板；“借”而无“因”，显得做作并失去天然野趣。而园林艺术中的“体宜”，则既要求对园林进行整体的艺术设计，又要安排整体中局部的错综变化，整体和局部变化如何统一，妙在一个“宜”，体现了中国园林艺术顺应物性、利用物性的美学思想。


因文生事
 　明清之际金圣叹用语。指小说写作采用的艺术虚构方法。他比较《水浒》与《史记》，认为《水浒》是“因文生事”，即“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文”即艺术形象，“事”指根据整体艺术形象需要构思出来的故事情节，“生”即虚构、创造。强调艺术形象的创造，既要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对素材进行提炼概括剪裁取舍，又要“顺着笔性”，符合艺术形象的创造规律。并认为“因文生事”、“为文计，不为事计”（同上），不必追究所写的是否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因而更富有自由创造性。


以文运事
 　明清之际金圣叹用语。指史传写作所采用的纪实方法。他比较《史记》与《水浒》，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即“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读第五才子书法》）。认为作为史传文学，着眼于历史上的“实事”，而“文”则服务于记“事”。因而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反映。参见“因文生事”。


狮子滚球
 　明清之际金圣叹用语。喻指围绕一个中心来展现情节的艺术手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之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己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使之“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同上）。认为小说创作须先确定中心人物或事件，正如为人传神写照关键在点睛一样，然后围绕这个中心人物或事件铺叙描写，展现出动人情节，反映出其注重中心人物与事件表现，主张中心情节与辅助情节安排应精彩动人的美学见解。


烘云托月
 　明清之际金圣叹用语。喻指以宾衬主的艺术手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固在于月也。”认为画家惨淡、旁皇画云，实不为云，而在于表现月。正如中国画用水墨或淡彩在物象外廓渲染衬托，使其明显突出。故“云妙，而明月观者杳至。咸曰：良哉月与！初无一人叹及于云。此虽极负作者昨日惨淡旁皇画云之心，然试实究作者之本情”（同上）。认为《西厢》即采用烘云托月之法，“《西厢》之作也，专为双文也”，“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双文勿写，而先写张生者，所谓画家烘云托月之秘法”（同上）。


别眼
 　审美者所具有的特殊审美眼光和审美趣味。本为佛家语“别具只眼”，明清之际金圣叹转用于审美。认为人们不辞万里，游历海山方岳、洞天福地，是为了尽探其奇。然而如果人们具有“胸中之所谓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第六才子书》卷五《请宴》首评），则随处都可探奇。发挥老子“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十一章）的辩证观点，认为自然界奇妙之所以然，均在于当其无之处。“盖当其无，则是无峰、无岭、无壁、无谿、无坪坡梁[image: ]
 之地也，然而当其无，斯则真吾胸中一副别才之所翱翔，眉下一双别眼之所排荡也。”（《第六才子书》卷五《请宴》首评）“翱翔”和“排荡”，指审美态度下的动态的审美观照。正是“翱翔”和“排荡”形成了“别才”和“别眼”，“但肯翱翔焉，斯即别才矣；果能排荡焉，斯即别眼矣。”发展了南宋严羽提出的“别才”、“别趣”说。严羽认为别才、别趣是审美主体创作和鉴赏诗歌的主观条件，金圣叹则把审美态度指导下的审美观照放在第一位，认为审美眼光和审美趣味是由审美观照所培养的。突破了主体审美的局限，扩展了审美对象的范围，反映出金圣叹强调审美主体能动性的美学观点。


性格
 　明清之际金圣叹提出的小说美学范畴。指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也就是人物的个性化。《读第五才子书法》：“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又认为：“《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同上）他不仅把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看作《水浒》最重要的艺术成就，而且把小说对人物进行个性化塑造这一要求，用“性格”这一美学范畴固定下来。指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所说实际上就是对“性格”的具体阐释，也就是人物必须具有独特的个性之义。进而讨论了人物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此论对后来小说评点家颇有影响。如毛宗岗评《三国》，亦用“性格”一词，其批语中多有“两人同是豪杰，却各自一样性格”（《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回首总评），“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写来真是好看”（《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回首总评）等。


典型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指艺术创作或人格审美的规范、模范或模型。亦作“典刑”。《诗经》中已有该词，意谓旧法、常规。“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诗·大雅·荡》）另也有典范之义。如宋苏舜钦《代人上申公祝寿诗》：“天为移文象，人思奉典型。”至明清时期，该词被引入小说与诗文理论之中。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夹批：“真正哥哥既死，且把认义哥哥远送，所谓虽无老成，尚有典型也。”指武松以宋江为自己的榜样典型。清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由是由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汉、秦，斵斵焉析其正变，区其长短，然后知望溪之所以不满者，盖自厚趋薄，自坚趋瑕，自大趋小，而其体之正，不特遵岩、震川以下未之有变，即海峰、姬传亦非破坏典型，沉酣淫诐者；不可谓传之尽失也。”此处“典型”一词则指古文创作的规范、楷模。


结构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指艺术作品内部诸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构造或者艺术创作中的总体构思、组织布局。广泛用于古代建筑、书法、绘画及诗文、小说、戏曲理论之中。建筑理论中，常指建筑物组成之连接构架及其外在样式。如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晋葛洪《抱朴子·勖学》：“文梓干云而不可名台榭者，未加班轮之结构也。”书法理论中，传为晋卫夫人《笔阵图》所论六种用笔之一：“结构圆备如篆法。”也可指单个字体的构造，如唐蔡希综《法书论》：“凡欲结构字体，未可虚发，皆须象其一物，若虫食禾，若山若树，若云若雾，纵横有托，运用合度，可谓之书。”还可指整个书法作品的谋篇布局，如明张绅《法书通释》：“古人写字，政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绘画理论中，主要指艺术构思中的规划布置。如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画有四难……经营惨淡，结构自然，四难也。”“逐渐烘染，由淡入浓，由浅入深，自然结构完密。”诗文理论中，刘勰《文心雕龙》中《熔裁》、《附会》两篇已论及文章的结构问题。清徐芳《与高自山》：“大抵诗之道，以气格为上，而结构亦不可遂轻。”指出篇章布局对于创作优秀的诗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明清戏曲小说理论中，结构问题尤被重视。清初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专门标出“结构第一”，声称“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并以“工师之建宅”为寓，说明结构是戏曲创作的总体构思和谋篇布局，强调结构的重要性。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结构理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中写道：“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所指实际上也就是小说结构艺术的问题。他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古典小说结构组织的一系列方法和技巧，如“倒插法”、“夹叙法”、“草灰蛇线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等等。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盛赞其结构艺术，认为《三国》一书，于“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虽头绪繁多，却层次分明，自成整体，“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读三国志法》）。“文如常山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三国》第九十四回回评）。总结的诸多叙事“文法”，如“横云断岭、横桥锁溪”等，也大都为结构之法。


章法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指艺术创作中谋篇布局的规矩法则，或作品内部要素的布局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呼应联系等等。在诗文理论中，章法常指文学创作的典范、规矩和法则。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离娄下篇二》：“看文字，须向周汉以上寻章法。”袁枚《随园诗话》卷七：“今作诗，有意要人知有学问，有章法，有师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在小说戏曲理论中，“章法”常指一章中的布局结构或诸层次之间的构成法则。如金圣叹《水浒传序三》：“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累累乎端如贯珠，歌法以之，盖取分明而联络也。曲之章法，所尚不外此。”在画论中，常指画面的布局安排。如蒋骥论山水画章法：“山水章法，如作文之开合，先从大处定局，开合分明，中间细碎处，点缀而已。若从碎处积成大山，必致失势。”（《读画纪闻》）在书论中，常指一篇之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安排布置、呼应联系。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格物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原为宋明理学范畴。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东汉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宋明时期，“格物”成为重要哲学范畴，其各派哲学家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之作解释。程朱学派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朱熹《补格物致知传》）他们还认为，格物的过程是：“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因此，“格物”在此有审美认知的含义，包含了人类认知从经验积累到理智觉悟的过程。陆王心学从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出发，认为“格物”是反省内求，经由“本心”的自我对待，直接体认“万物皆备于我”的那个“心”。“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阳明《大学问》）进一步凸显了“格物”的道德审美意涵。明清金圣叹将“格物”一词引入小说理论之中，提出了“澄怀格物”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这里所说的“格物”，是接触、感受、体悟外界事物之意。而“格物”的前提则是“澄怀”，即无偏见、无杂念：“盖其心清如水，故物来毕照。”（第六十一回夹批）认为《水浒》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人物之“妙”，关键就在“格物”：“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水浒传〉序三》）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情物理经过了长期的观察、思考、体悟，了然于胸，下笔自然就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


入世
 　清张竹坡的小说美学用语。指现实人生的经历中对人情世故的深入揣摩与人生本相的深刻体悟。《金瓶梅读法》：“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角色摹神也。”强调作家本人的生活基础及其生活体验的广度与深度对于文学创作的重大意义。还指出：“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金瓶梅读法》）认为“入世”的关键不在于作品中事事都要亲历，而“专在一心”，即用心去体验生活，洞彻纷繁的人情世态，把握不同人物的心态个性。只要做到这些，写起来也就生动逼真，如亲历过一般。


化境
 　中国古代诗学审美境界之一。艺术家的艺术造诣及其作品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虽属人为，却由造化天生。“化境”高于“圣境”、“神境”，是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崇尚自然之美，以“天籁”、“化工”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天地与立，神化攸同”（《劲健》）、“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等语即含此意。明李贽将“化工”高置“画工”之上，以为“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杂说》）。将“化境”作为完整范畴而提出的是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五七言律至仲默尔畅，至献吉而大，至舌鱼而高。绝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明清之际金圣叹对这一范畴作出明确描述。《水浒传序一》中提出“圣境”、“神境”、“化境”之说：“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其后又称颂“化境”曰：“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独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乃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心手皆不至”指从掌握技巧达到了超越技巧，无意于为文而成天下之至文。有如化工生物，故为“化境”。后郑绩论画亦云：“境无夷险，盖古人布境有巉岩崒嵂者，有深翳曲折者，有平远空旷者，有层层叠叠者，其境不一。每图中虽极平淡，其间必有一变险阻处，令人意想不到，乃入化境也。”（《梦幻居画学简明·论忌》）认为“化境”即出神入化之境。


神境
 　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境界之一。艺术家的艺术造诣及其作品所达到的一种境界：技术神奇，无所用心，而手下已到。此种境界略高于“圣境”，而略逊于“化境”。中国古代往往把奇妙莫测称为“神”。《易传·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唐朱景玄《唐代名画录序》记载张怀瓘《画品断》评画分“神、妙、能三品”，进而概括为“妙将入神；灵则通圣”。皎然《诗式》把艺术构思成熟、灵感涌现时的诗歌创作称为“神诣”、“宛如神助”。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把“入神”作为诗歌境界的最高标准：“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至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称誉达到《古诗十九首》造诣的诗歌“是两汉五言神境”（卷二）。明清之际金圣叹对“神境”概念作了明确阐释：“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水浒传序一》）认为在创作过程中，“神境”“宛如神助”，艺术家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不假思索、着手即得的境地。参见“化境”。


圣境
 　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境界之一。艺术家的艺术造诣及其作品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即技法娴熟，能够做到目有所见，心有所想，手下即成。此种境界略逊于“神境”和“化境”。明王世贞以“神”、“圣”论诗，“圣”略逊于“神”。如：“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艺苑卮言》卷四）明清之际金圣叹明确提出这一范畴：“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水浒传序一》）参见“化境”。


立主脑
 　清李渔用语。指戏剧中能体现主题思想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闲情偶寄·立主脑》：“古人作文—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认为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闲情偶寄》），强调次要人物和事件，均应为主要人物、主要线索服务。为做到“立主脑”则必须“减头绪”。倘若使事件专为一人而作，而不能进行集中，“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渐铺陈，有如散金碎玉”。则必然如“断线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绪，观者寂然无声”（同上），从突出主题出发，进而反对“头绪忌繁”，“一线到底”，“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同上）。


脱窠臼
 　清李渔用语。窠臼，即现成格式。李渔视新奇为美，反对蹈常袭落窠臼。《闲情偶寄·脱窠臼》：“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窠臼不脱，难语填词。”强调戏剧创作应“取意尖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之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同上），认为“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才能使人“观则欲罢不能”，“听则求归不得”。并认识到求新、尖新不应流于荒唐怪诞，指出“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笠翁余集·窥词管见》），反映了他已认识到戏剧的创新具有特殊的审美魅力。


机趣
 　清李渔用语。指传奇情节的有机联系和生机盎然。《闲情偶寄·重机趣》：“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认为机趣是作品的灵魂，贯穿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中，它能使作品有“生气”并能联络整体。指出填词“勿使有断续痕”，“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当以板腐为戒”，“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同上）。认为传奇填词家有否“机趣”，观其说话行文即可知，“说话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脱，行文不板实，一篇之内但有一二段空灵”。但又认为“机趣”由天性带来。


文益天下
 　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的美学命题。强调为文应有益于天下与后世。针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流于空疏的学风文风而提出。《日知录》卷十九：“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认为文人不能不务实际，更不能以乖巧虚伪的“巧言”悦人，而应怀“救民于水火之心”（《与人书三》），以“明道”、“救世”为己任。文应切“当世之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同上）。认为白居易所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知立言之旨者”，此种文章“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必流传于天地而不废。“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反映出顾氏论文崇尚致用的美学观点。对扭转明末文人好写空洞无物文章的风气起了重大作用。


诗体代降
 　诗歌体制随时代而递变。明清之际顾炎武的美学观点。针对明代文坛模拟之风而提出。他认为文体当与时代相合，“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文体随时代而演变，“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势也！”认为在文学史上《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见《日知录》卷二十一）。因而主张作文应有独创。“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认为创作虽离不开学前人，但又不能以模仿为法，反映了顾炎武在似与不似即继承和创新关系上的辩证思想。


以意为主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指在思想内容与辞采章句两者中以思想内容为主。南朝宋范晔已认为，文与意的关系，“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意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狱中与诸甥侄书》）唐杜牧针对晚唐文坛仍有齐梁余波影响，重申这一命题，“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允书》）。认为文学作品以立意为先，然后才可讲究辞章文采。“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这一“辞”、“意”关系的表述，为后世学者所接受，在宋、金、元、明文论中，多次被强调。宋刘攽：“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中山诗话》）明清之际王夫之针对“宋人论诗以意为主，直用意相标榜”的倾向，提出“意”不等于诗，“意”佳不等于诗佳，反对诗歌创作从抽象的思理出发。又将“意”解释为作品形象所寓作者之情意，并以此肯定“以意为主”，指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寓意则灵。”（《薑斋诗话》卷二）又提出“势”的范畴补充“意”，“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认为凡诗能做到“势”、“意”相合，就会“墨气四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王夫之对“以意为主”的解释，超越以“立意为先”的传统观念，触及审美意象创造及诗歌美学的根本问题。


现量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薑斋诗话》：“‘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现量”本为印度因明用语，指由感觉器官获取直接知识。王夫之将这一术语引进审美领域，意在说明“长河落日”、“隔水问樵”之类审美意象，都是诗人对审美对象直接观照、亲身感受的产物。他认为任何诗人的创作，都要受到亲历、亲见所限，“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乃为朝气，乃为神笔。”（《唐诗评选》卷三）这种“心目相取”、即景会心、寓目吟成，便为“现量”。并将“现量”作为评价诗歌意象的尺度，称赞杜甫《野望》“只咏得现量分明”（同上），为“绝佳写景诗”。而离开“现量”，强刮狂搜，妄加揣摩，“如说他人梦”，绝对写不出好诗。认为“现量”有“现在”、“现成”、“显现真实”三层含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索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见《相宗络索·三量》），揭示了审美观照直接感兴、不假思索、不参虚妄等特点。反映出王夫之对审美观照、诗歌审美意象的认识，在中国美学史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景语情语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指情景交融的两种诗歌意象。“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薑斋诗话》卷二）认为“情”与“景”是诗歌审美意象两种不可分离的因素，“景”不能脱离“情”，“情”不可脱离“景”，“情”与“景”相互融合、渗透，方能形成神妙的诗歌审美意象。就情景交融的诗句来讲，又可分为“景语”与“情语”两种。“景语”是指寓情于景的写景诗句，古人绝唱多景语，如“胡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情语”为“以写景之心理言情”的言情诗句，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景语”中有情寓于其中，为“景中生情”；“情语”中可见出景，为“情中含景”。“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反映出王夫之辩证地看待“情”、“景”关系的美学思想。


情中景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与“景中情”相对。指“以写景之心理言情”，情中见景之诗歌审美意象。“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唐诗评选》卷四）又云：“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薑斋诗话》卷二）针对明代离开情单纯写景与离开景单纯抒情的诗风，认为情与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却是互相感染，交融渗透，“互藏其宅”的。优秀的诗人善于即目会景，见景生情，写出情景交融的佳句。“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明诗评选》卷五）“情中景”与“景中情”正是其两种不同的表现。“景中情”难写，“情中景”尤难。若把情、景隔离开来，“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薑斋诗话》卷二），只能有“虚情”、“虚景”，反映出王夫之辩证地看待情景关系，以及“心物合一”的美学观点。


景中情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与“情中景”相对。指写景而藏情于其中，景中见情之诗歌审美意象。详“情中景”。


即景会心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夕堂永日绪论》：“‘僧敲月下门’，……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即景”指直观景物，即诗人对事物外在形态的观照，人与外物相触相感的当下情境；“会心”，指心领神会，即诗人对事物的内在意蕴的深层次领悟。“即景会心”就是在直观景物的一瞬间，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形态与意味、感性与理性等因素实现了浑融统一。王夫之还举王维的例子说明这一命题，认为王维的诗句“长河落日圆”是“初无定景”，而“隔水问樵夫”是“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所谓“现量”，指主体感官对事物的直接体验，无分别推求之念。此命题亦是对明末“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的形式主义的批评，反映了王夫之重视艺术创作与主体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美学观点。


神会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人在创造美的艺术作品或观照自然对象与鉴赏艺术品时，达到微妙的精神契合。《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寓言首创“神遇”之说，“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提出审美中“神遇”“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特点，对后来“神会”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云：“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虽没有直接出现“神会”二字，大致已表达了“神会”的含义。唐李嗣真《续画品录》云：“顾生思侔造化，得妙悟于神会。”明确将宗炳所述审美境界，用“神会”一词表述。北宋沈括将神会与形器相对，提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书画》）郭若虚认为绘画中的气韵生动“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将审美领悟的微妙加以神秘化解释。但也有不少论者指出这种领悟虽不能由刻板模拟而来，但可得自对客观事物的酷爱和长期体察。清恽寿平评笪重光《画筌》云，气韵生动“惟有烟霞丘壑之癖者心领神会”。石涛《题画》云“写画凡未落笔先以神会”，强调艺术创作之前要观照自然，“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石涛画语录·山川章节八》）。王夫之则将“神会”概念用于诗歌创作，指出：“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薑斋诗话》卷二）将“会景”与“体物”互文，“生心”与“得神”互文，认为“会”即观照、体验，“神”即主客间某种交流状况。当主体的神与客体的神相会相融，即为“神会”。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薑斋诗话》卷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铁门限，意指较严格的限制。强调诗人在艺术创作中描绘审美对象，应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之事物，反对闭门造车式的创作，并进一步指出王维在《终南山》中描绘的变幻无常的山景；杜甫在《登岳阳楼》中刻画洞庭湖的雄伟气势，以及在《登襄州城楼》中描写齐鲁平原的旖旎风光等，均非按图作诗，而是作者亲自体察大自然美景后的真情所发，反映了王夫之重视真切的审美体验和观察的美学思想。


议论入诗，自成背戾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指诗与议论的特性相背。在《古诗评选》卷四中提出。主张严格区分诗与议论，反对以议论入诗。认为诗立风旨以生议论，若先为之论，则言未穷而意已先竭，无以生人之心。批评“唐宋人于理求奇，有议论而无歌咏，则胡不废诗而著论辩也”（《古诗评选》卷五）。强调诗歌蕴涵的情意宽泛、不确定，可引发欣赏者的不同的美感和想象，而议论所包含的思想则是确定的、有限的，以议论入诗，不能引发欣赏者无限的情思，“议论立而无诗允矣”（《古诗评选》卷四）。


笔墨与物体
 　明清之际王夫之用语。笔墨，指中国诗画的艺术技巧；物体，指艺术表现的审美对象。王夫之认为艺术创作的根本前提是“阅物多”，“俯仰物理”。缺乏对于客观实际的亲身阅历，没有真实的感受就不可能有真切的描写，必然写不出好作品。并以绘画为例说明“固以笔锋墨气曲尽神理，乃有笔墨而无物体，则更无物矣”（《唐诗评选》卷三）。表现出王夫之文艺创作依赖于客观物体的美学思想。


空灵与实际
 　明清之际王夫之论诗时所提出的一对概念。指诗歌创作中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审美关系。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评潘岳《内顾诗》云：“‘精爽交中路’，想象空灵，固有实际。”“想象空灵”指主体的创作构思是虚的，“固有实际”指主体的这种想象有实际的基础，不是凭虚构造。这一思想包括诗歌创作中虚实的两个方面。“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薑斋诗话》卷二），创作达到既得“物态”又得“物理”的“体物之工”（《薑斋诗话》卷一），即为“固有实际”；达到“天文斐蔚夭矫引申之妙”。“意伏象外，随所至而与俱流”（《古诗评选》卷一）和“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蚃而执之有象”（《古诗评选》卷五），即为“想象空灵”。认为审美具有现实基础，主体的审美判断离开客体的实在性就是“空有虚声”；而审美主体又正是通过虚的想象来达到实际。他评江淹《效阮公诗》说：“空中楼阁如虚有者，而础皆贴地，户尽通天。”（同上）又评杜甫《祠南夕望》说：“‘牵江色’，一‘色’字幻妙。然于理则幻，寓目则诚，苟无其诚，然幻不足立也。”（《唐诗评选》卷三）都指出了审美的艺术创作中虚与实的辩证关系。


以哭为歌
 　清初贺贻孙用语。以哀怨为诗，抒写明亡清初民族志士国破家亡之痛的主张。《自书近诗后》尝自述：“丧乱以后，余诗多哀怨之旨”，“吾以哭为歌”。认为“凡哀乐颠倒之事，皆性情所适耳。……吾求吾适而已，若并吾哀怨而禁绝之，亦不适甚矣。”郁积于胸中的哀怨，必设法排遣之，“以哭为歌”正是求得感情和平的一种手段。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有所突破，反映出其反中和之美的美学思想。


蕴藉风流
 　清初贺贻孙用语。指诗文内蕴和外现间的关系。《诗筏》：“所谓蕴藉风流者，惟风流乃见蕴藉耳。诗文不能风流，毕竟蕴藉不深。”“蕴藉”指诗文内容“滋味无穷”即“厚”；“风流”指诗文形式变化多端，“神韵生动”。认为“诗以蕴藉为主”，“诗文之厚得之内养”，内养的对象即“神”和“气”。“所谓厚者，以其神厚也，气厚也，味厚也。”（同上）强调神和气是作诗的根本，“不可朽”的诗，其“神气生动”。认为由蕴藉可转至风流。蕴藉和风流有内外之别，蕴藉指内蕴，风流指外现，蕴藉须由风流现，蕴藉的深度取决于风流的程度，“善作诗者，能留不穷之意，蓄不竭之气，则几于化”。“意”和“气”属于蕴藉，“不穷”和“不竭”属于风流。前者的境界是“滋味无穷”，后者的境界是“神韵生动”；由“神韵生动”而使“滋味无穷”，则是最高境界，即“化”。


积理练识
 　清魏禧用语。积理，累积生活素材和所以然之理；练识，思想上和艺术上提炼择要。《答施愚山侍读书》：“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认为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因而积理要广博，要依靠生活阅历中的大量蓄积，甚至要像“富人积财”，无所不积。“初不必有用之”，蓄积、酝酿、沈浸既久，就会“大小浅深，名以类触”。要精选、提炼，“练识如练金，金百炼则杂气尽而精光发”（《答施愚山侍读书》）。对生活进行提炼，才能从命题、立意到表现，有崭新的、不同于一般的创造。这一思想准确概括了从生活到创作所应遵循的根本要求。


正变盛衰
 　清叶燮关于艺术进化发展的思想。古代《易传·系辞》已提出：“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通变”，认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已含有这一思想。叶燮明确提出“正”为诗之源，“变”为诗之流。肯定“变”为艺术发展之必然。认为“变”的原因，一是“踵事增华”，愈变而愈盛，愈变而愈工。二是“陈言之务去”，谓“相似而伪，无宁相异而真”（《已畦文集》卷八）。主张：“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论证了艺术发展和艺术创新的合理性，反对复古主义者所谓“古盛而今衰”，“伸正而诎变”的主张。分析“变”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正变系乎时”，即政治、风俗“时运气数”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时有变而诗因之”；一是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新故升降”，艺术风格、形式在“变”中确证自己多样化的合法性。进而指出艺术的发展是：“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原诗·内篇》）反映出叶燮的艺术发展观。


师意
 　清叶燮用语。诗人的见识统帅诗歌的创作意图。《原诗·内篇》：“原夫作诗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认为“意”即诗人于创作之始有所感触而兴起的创作意图，它“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不是剽窃模拟，而是“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同上），此即为“生意”，它有自己的生命力。又认为：“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之所触而发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为至文以立极。”认为诗歌创作有一自然的范本，只要作者随触而发，就能创作出“克肖自然”的作品，不必一味效法模拟古人，“惟如是，我之命意发言，一一皆从识见中流布”（同上），无有一文不肖乎物也，反映了叶燮注重发挥作家创作个性，反对剽窃模仿的美学观点。


才胆识力
 　清叶燮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概括。“才”，艺术的创造才能；“胆”，自由创造的勇气；“识”，见识与知识；“力”，艺术独创的生命力。《原诗·内篇》：“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认为艺术创造可分为“在物者”与“在我者”两方面，“在我者”又可分为“才”、“胆”、“识”、“力”四种要素。艺术创作有赖于“才”，即须有审美感兴与审美传达的能力。“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谓之有才。”有“才”，方可真实地反映世界万物的“理”、“事”、“情”，创造出优秀艺术品。“才”的施展须以“胆”、“识”、“力”为条件：“惟胆能生才”，无胆才无由得伸；有“识”方可分辨是非可否、美丑黑白，用才自如地进行创作，“识为体而才为用”；有“力”者“神旺而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还认为“胆”也依赖于“识”，识能明是非，定取舍，“识明则胆张，任其发宣而无所于怯”，才思流溢，横竖皆宜，左右逢源。指出“才”与“力”为天生禀赋，“胆”与“识”则来自后天锻炼。四者合一，交相为济，才成为完整的艺术创造力。“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其中尤以“识”最不可缺。无“识”，则“才”、“胆”、“力”俱无所托；无识而有才，“是非淆乱”；无识而有胆，“为妄，为鲁莽”；无识而有力，“误人而惑世”，反映出叶燮辩证地看待艺术创造力中的各种因素，注重后天见识培养的美学思想。


理事情
 　清叶燮用语。《已畦文集》卷十三：“盈天地间万有不齐之数，总不出理、事、情三者。”认为诗歌的创作可分为“在物者”与“在我者”两方面，“在物者”即“理”、“事”、“情”。“理”，客观事物发生发展的依据和规律；“事”，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及其过程；“情”，客观事物运动的情状形态和“自得之趣”。“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原诗·内篇》）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皆可用此三者概括，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艺作品正是对“理”、“事”、“情”的真实反映。对“理”、“事”、“情”的观察与体验，是艺术创造的最高法则。“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诸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已畦文集》卷十三）强调文艺作品并不“实写理、事、情”，所写之“理”，并非“可言之理”；所写之“事”，并非“可征之事”。艺术家所长，则在于表现那些“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经达之情”。要通过审美感兴、默念想象，创造审美意象。如此虚实互生，“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至“理”、至“事”、至“情”之语，反映出叶燮对于艺术本源以及艺术反映现实特点的认识。


美本乎天
 　清叶燮的美学观点。《已畦文集》卷六：“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间，但美又离不开人对它的发现，“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已畦文集》卷九）。审美的感受并非“圣人”独占，而是人人都具备的：“神明才慧本天地间之所共有，非一人别有所独受而能自异也。”（同上）反映了叶燮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


陈熟与生新
 　清叶燮提出的一对美学概念。认为陈熟与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是对立的两种艺术风格，“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原诗·外篇》）。提出：“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同上）详“熟与新”。


兴会
 　中国古代美学术语。本原用于人物的审美，指“兴起”的精神高度愉悦的状态。如《世说新语·赏誉》：“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哀悦之间，遂至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用于文艺领域，指创作灵感突发、思路清晰、才思敏捷、情感活跃的心理状态。魏晋时陆机《文赋》：“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应感之会”即“兴会”，而“应感”二字更点出了这种精神状态感触强烈、文思敏捷的特点。清叶燮直接以“情偶至而感”来谈论“兴会”：“原夫创始作者之人，其兴会所至，每无意而出之，即为可法可则。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诵读讲肄推求而为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极思、腐毫辍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鸣，斯以为风人之旨。”（《原诗·内篇·下》）更明确点出“兴会”感物起情的特点。参见“兴”。


兴会神到
 　清王士禛用语。兴，感兴；神，神来之笔。《池北偶谈》十八：“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主张作诗要“伫兴而就”，“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渔洋诗话》卷上）。反对“强作”、“和韵诗”，认为“强作”、“和韵诗”都不可能诗思喷涌。诗人的灵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有来斯应，每不能己”。只有兴来便作，兴尽便止，“兴会神到”，其诗才可能达到神韵飘逸的境界。视“诗之道”，有二：一为“根柢”，一为“兴会”。兴会为“镜中之像，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根柢为“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泝之楚辞、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带经堂诗话·渔洋文》）。兴会发于性情，根柢原于学问。兼此两者，可“自名一家”，反映出王士禛强调感兴，注重创作灵感的美学思想。


神韵说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追求含蓄蕴藉、冲淡清远的美学理论。由清王士禛所倡导。“神韵”一语，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论顾骏之绘画时已提出：“神韵气力，不逮前贤。”唐张彦远也认为绘画中“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南宋严羽强调诗之神韵，认为有神韵的诗，应“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明胡应麟标举盛唐诗“气象混成，神韵轩举”（《诗薮》）。清贺贻孙称赞阮籍《咏怀》十七首“神韵澹荡”。他们所说的神韵，都是指诗、画的一种艺术境界，即诗画中均留有余地，耐人寻味，使人能从所写之景冥观未写之景，从所道之事默识未道之事。王士禛总结前人关于神韵的美学观点，将其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理论，始创神韵说。他推崇司空图、严羽诗论，赞赏“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以禅喻诗”，入于化境。认为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诗歌艺术，贵在冲淡、清远、蕴藉、含蓄，并以此作为神韵说之核心。强调写诗作画“只取兴会神到”，反对剿袭拟古，反对应酬强作，认为只有“伫兴而就”，才可“神韵天然”，“有得意忘言之妙”。在艺术风格上，标举“冲淡”、“自然”、“清奇”。“冲淡”，即不着迹象地表现闲适、恬淡的心境；“自然”，即不事雕琢，自然天成；“清奇”即立意新颖，词语清秀。发展了司空图、严羽清远、超逸的美学观点。神韵说对于纠正明人宗唐只学腔调形式之弊，有着积极作用，在清文坛有很大影响。但其失之于“虚无缥缈”，又有脱离现实之弊。


一画
 　清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苦瓜和尚画语录·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认为“一画”是世界万物形象和绘画形象最原始、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的因素，反映出宇宙艺术统一的美学观念。进而认为“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画家的创作能力就在于掌握“一画之洪规”，对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画家掌握此，“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就能把握和再现天地万物形象，“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达到艺术创造的高度自由。


资任
 　清石涛用语。资，资取或借助。资任即借助自然对画家的赋予，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以墨运观之，则受蒙养之任；以笔操观之，则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观之，则受胎骨之任；以沧海观之，则受天地之任；以一画观之，则受万画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资其任之所任，然后可以施于笔墨。”（《苦瓜和尚画语录·资任》）认为山、水都要受到天的种种赋予与规定，山的种种结构、体态、形状、气势、精神都是“受天之任而任”。又认为山、水受到的种种赋予，对所赋予者又有着呈现、表现的作用。“非山之任，不足以见天下之广；非水之任，不足以见天下之大。”（同上）画家也“受天之任而任”，不需受客观对象所限，不必为笔墨技巧所缚，不应承续古今名家窠臼，而应“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笔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圣人”（同上），唯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表现画家精神面貌、独具个性的艺术品。反映出石涛反对简单摹写自然、主张发挥艺术家创作主动性的美学思想。


了法
 　清石涛用语。认识并掌握艺术规律法则。在“一画”论的基础上对绘画创作中法则和自由的关系的论述。《苦瓜和尚画语录·了法》：“规矩者，方圆之极则也；天地者，规矩之运行也。”但对“法”，有能了者和不能了者。认为古今不能了法的法障“由一画之理不明”造成。“一画明，则障不在目而画可从心。画从心而障自远矣。”（同上）如果画家把握“一画之法”，就可从心所欲，达到高度自由的境地。强调绘画的法则是从绘画实践中产生，只有在绘画实践中才能打破成法的束缚：“法自画生，障自画退。”这一观点反映了石涛把绘画法则与自由统一起来的美学思想。


不似之似
 　中国绘画美学用语。艺术形象表现生活形象的特点。南朝谢赫在绘画“六法”中已提出“应物象形”，认为艺术形象应依存于事物形象。明沈颢最早提出“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画麈》）说。清石涛进一步认为，“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似之当下拜。”以画山为例，认为画山应似此山，又不尽似此山，“遗貌取神”而达到“不似之似”。这一理论反映了他们对艺术的本质特点的认识。


蒙养
 　指艺术家审美心胸中涵养而成的与天地宇宙自然元气浑然一体的精神。“蒙”，指鸿蒙未开之时“通天下一气耳”的自然、朴素的状态；“养”，指艺术家主体精神中对此自然元气的涵养、积累和熏陶。清石涛论画特别注重“蒙养”概念。《画谱·笔墨章》：“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将“笔墨”和“蒙养”、“生活”相联系，以说明画家主体审美精神的涵养、陶冶对艺术创造的重要性。《清湘大涤子题跋》：“写画一道，须知有蒙养。蒙者因太古无法，养者因太朴不散。不散所养者无法而蒙也。未曾受墨，先思其蒙，既而操笔，复审其养。思其蒙而审其养，自能开蒙而全古，自能尽变而无法，自归于蒙养之大道矣。”认为“蒙养”与太朴不散的自然元气观念息息相关。艺术家蕴蒙养于心胸，挥笔墨于纸上，成就的是高古、浑朴的艺术境界。


尊受
 　清石涛用语。尊重画家自己的创造力。“受”指“心”对于绘画的支配作用，即画家本人的创造力。“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苦瓜和尚画语录·尊受》）在“受”和“识”（即具备古代绘画传统的学识）的关系上，强调“先受而后识”，应以画家自身的创造力作为基础。“识然后受，非受也”。认为正确的方法是“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要通过对古代绘画传统的学习来开发、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又要在发挥创造力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绘画学识。进而要求“画者必尊而守之，强而用之，无间于外，无息于内”（同上）。反之，则为“得其受而不尊，自弃也；得其画而不化，自缚也”。


无法而法，乃为至法
 　清石涛的美学观点。《画语录·变化章第三》：“‘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意谓艺术家不为现成传统方法所束缚，而又处处合乎艺术规律地进行创作，则其艺术活动便进入身心自由的状态，从而达到审美活动的至高境界。


搜尽奇峰打草稿
 　清石涛的美学观点。《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搜尽奇峰”，指多从山水自然中收集、体验素材；“打草稿”，指对绘画素材勤于选择、构思和加工，更好地把握画理。于此主张画家创作山水画，应该多直面客观的山川景物，通过主观的感受、理解、熔铸，把自然山川变为胸中丘壑，即达到“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境界，从而创作出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优秀作品来。这是对艺术创作典型化过程的一种概括，反映了石涛注重艺术与生活、自然的关系，注意感同身受和提炼构思相结合的美学思想。


理性情
 　清沈德潜用语。理顺和陶冶性情。《说诗晬语》：“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重视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认为“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诗之为教，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清诗别裁·凡例》）强调“去淫滥以归雅正”，提出诗歌创作即使“讽刺之道”，也要婉而不露。并以此为标准，评论“思君如流水”，“池塘生春草”，“澄江静如练”等名句，虽是“情景俱佳，足资吟咏”，但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忠厚悱恻，得迟迟我行之意”，反映了儒家传统的诗教思想。


手中之竹
 　清郑板桥用语。以喻指画家创造的艺术形象。《题画》：“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认为“手中之竹”的形成需经“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两个阶段的酝酿与准备。“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审美对象激起了画家创作的灵感，这种对于审美对象的直接观照，即为“眼中之竹”。而后客观审美对象和画家审美意识熔铸结合，“胸中勃勃遂有画意”，产生出审美意象，即为“胸中之竹”。画家用艺术手法将审美意象变成艺术作品，即成为“手中之竹”。认为“手中之竹”可不受既成章法程式的限制，按想象随机变相以取得艺术趣味，以此说明“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同上）。郑板桥关于“手中之竹”的形成须经过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两次飞跃的论述，比前人更为完整地概括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并指出“独画之乎哉！”强调它在艺术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


眼中之竹
 　清郑板桥用语。喻指直接观照审美对象（竹）所获的审美感受。它是触发画家产生画意，经“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起始阶段。详“手中之竹”。


胸中之竹
 　清郑板桥用语。喻指画家对审美对象（竹）的感受与自己审美意识熔铸结合而形成的审美意象。它是从“眼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中间阶段。详“手中之竹”。


意在言外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意指含蓄其意，隐约其词，使听者自己去咀嚼体会弦外之音。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提出“隐”的概念，指“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唐皎然《诗式》载：“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唐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则提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均已有“意在言外”思想。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语，认为写诗“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只有将深邃之意蕴含在字里行间，“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才能使作品曲折委婉，耐人寻味。清袁枚亦认为“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随园诗话》卷二），反映出中国古典美学以含蓄为美的美学观。


大巧之朴
 　清袁枚提出的诗歌艺术审美标准。以深厚的艺术功底所达到艺术表现的质朴、淡远。《随园诗话》卷五：“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认为“大巧之朴”是“朴”而不拙，浓后之“淡”是“淡”而不枯。但“朴”、“淡”，不是“任情而发”、自然而得，而是基于深厚的艺术功底。以“巧”为“朴”，由“浓”返“淡”，要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虽重天分，却不废工力，虽尚自然，却不废磨琢，才能深入显出，精当自然，反映出其在“巧”与“朴”关系上的辩证思想。


性灵说
 　中国古代主张文学表现个人性情、遭际的美学理论。“性灵”一语，为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提出。性指性情、天性；灵指灵气、心灵。针对明代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剿袭模拟”为尚的美学主张，公安派强调“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袁中郎全集·与张幼于》），作诗写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中郎全集·叙小修诗》）。倡文学表现“性灵”之说。认为“性灵”为每人所固有，凡表现“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等真实感情及“慧黠之气”的诗文，才为“真声”、“真诗”、“真文”。写诗不能为传统、成法所限，应当“牵性而行”、“任性而发”，自由抒写，才可“流丽痛快”，貌各不同。反映出其尊重艺术个性，反对因循雷同，突破封建传统樊篱的创新意识。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亦主张抒写“性灵”，但认为公安派“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主张近于俚俗，提出“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认为古人真诗“有性灵之言，常浮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谭元春《诗归序》）。清袁枚针对当时沈德潜格调说和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以考据为诗的诗风，继承公安派抒写“性灵”的观点，发展了“性灵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认为“性灵”即是真性情、真感情。要在情真意切的基础上，把诗写得天趣盎然。所谓“性情”，既包含“老者思安，少者思怀”等人之情，“好货好色”等人之欲（《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二），亦包括“性情遭际”，已不完全是公安派所说的天生性情、天生灵气。在“性灵”与诗的关系上，不仅认为诗应表现“性灵”，而且认为“性灵”为诗之“源”、“诗之本旨”。“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一）“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强调“诗者，各人之性情耳”（《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在性情与格律之间，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卷一）。“性灵说”主张创作直抒胸臆，表现真实情感，尊重创作个性，反对模拟抄袭，追求清新活泼的诗风，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但由于忽视社会生活对诗歌创作的作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创作所及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记事范围，未取得更大成就。


性情为源
 　清袁枚关于诗歌由人的性格感情而生的美学观点。《答施兰垞论诗学》：“诗者，各人之性情耳。”《陶怡云诗序》：“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认为性情是诗歌的本源，“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以杜甫为例，认为“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随园诗话》卷十四）针对“格调说”，强调性情为诗之骨，“诗在骨不在格”，性情决定格调。“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小仓山房文集》卷一）。反映出其反对拟古，以抒写性情为诗之本的美学主张。


态
 　清李渔提出的美学用语。认为“态”是人体美和戏曲美的关键要素。在人体美中主要指通过言行所表现的流动的精神面貌，即其所谓“媚态”，而当演员将这种“媚态”表现于戏曲舞台时就是指一种具有艺术审美性的“场上之态”。李渔论态，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声容部》的“态度”和“歌舞”两款。“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维何？媚态是也。”“媚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是无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是以名为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说之事也。……吾于‘态’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体吾能赋之，知识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之态度，我实不能变而化之，使其自无而有，复自有而无也。……是知选貌选姿，总不如选态一着之为要。”认为“尤物”非为人之美，而是人之“媚态”。因为人之根本在于是一种生命存在，而“媚”表现的就是这种生命运动，“媚”比“美”更为传神，更具“风致”和“机趣”，更有“移人”效果。同时，“态自天生，非可强造。强造之态，不能饰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颦也，出于西施则可爱，出于东施则可憎者，天生、强造之别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传。独相态一事，则予心能知之，口实不能言之。”“媚态”天生、自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能教授，但却也可在朝夕相处中被濡染，“人问：‘圣贤神化之事，皆可造诣而成，岂妇人媚态独不可学而至乎？’予曰：‘学则可学，教则不能。’人又问：‘既不能教，胡云可学？’予曰：‘使无态之人与有态者同居，朝夕熏陶，或能为其化；如蓬坐麻中，不扶自直，鹰变成鸠，形为气感，是则可矣。’”这种“媚态”理论在其戏曲表演理论中，首先是强调化美为媚的“场上之态”，演员在演唱时，必须“以精神贯穿其中，务求酷肖。若是，则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转腔、换字之间，别有一种声口；举目回头之际，另是一副神情”（《闲情偶寄·授曲》）。只有投入自己的生命活动，用“心”来唱而不只是用“口”来唱，才能变“死曲”为“活曲”，产生人物形象“活现氍毹之上”的“耐观”审美效果。对于演员“场上之态”的形成，又特别提出“习态”，即是一种被其称为“习声容”的歌舞训练。这一思想对中国戏曲理论有重要影响。


选貌选姿，不如选态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命题。语出清李渔《闲情偶寄·声容部》。李渔认为，所谓“态”，是指人自身的气质与精神风貌，它“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艳者愈艳，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无情之事变为有情，使人暗受笼络而不觉者”。所谓“选态”，指察看对方有无演员气质，这种气质“非可强造”，“其养也，出之无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机之自起自伏耳”。因而，挑选演员“选貌选姿，总不如选态一着之为要”。并且，仅有一定的演员气质，还只是自身的生活之“态”；要塑造舞台形象，还必须揣摩、把握、表现人物形象的“场上之态”，即使演员自身之“态”与角色应有之“态”重叠、整合，形成艺术角色的性格特征和舞台动作规范，这就是“习态”。李渔关于“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典戏曲表演艺术的一种经验总结，对后来艺术美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排场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术语。指戏曲演出的场次安排与舞台调度。讲究排场是古代戏曲达到其独特艺术效果的主要途径之一。元杂剧、散曲中已有“排场”一词。元商政叔《一枚花·叹秀英》套曲：“忍耻包羞排场上坐，念诗执板、打和开呵。”明清以来的戏曲批评家们普遍把“排场”作为评价剧作的标准之一。如清梁廷枏《曲话》评吴昌龄《风花雪月》：“雅驯中饶有风致，吐属亦清和婉约，带白能使上下串连，一无渗漏。布局排场，更能浓淡疏密相间而出。”又评顾天石《南桃花扇》曰：“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劣孰优，识者自能辨之。”又如清杨恩寿评《琵琶记》：“无论其词之工拙也，即排场关目，亦多疏漏荒唐。”（《续词余丛话》）


关目
 　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术语。❶指戏曲的情节及其构思和安排。明李贽评《拜月亭》：“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拜月》）首先把“关目好”视为戏曲创作标准之一。此后戏曲理论普遍讲究关目。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上·密针线》：“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元人所长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与关目，皆其所短。”强调了“关目”，即情节构思在戏曲创作中的重要性。❷指戏曲中的说白。如李渔《闲情偶寄·演习·变调》：“体质维何，曲文与大段关目是也。”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男女装饰，音调关目，一一与戏场无异。”


清旷
 　指清远、旷达的艺术境界。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青睐，成为中国古代雅士高人文艺创作的理想境界，适用于诗歌、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如清黄钺《二十四画品》列“清旷”一条：“皓月高台，清光大来。眠琴在膝，飞香满怀，冲霄之鹤，映水之梅。意所未设，笔为之开。可以药俗，可以增才。局促瑟缩，胡为也哉？”清风明月，梅鹤为友，充满了古代文人的闲情雅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清旷”的艺术境界。


幽邃
 　指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幽静深邃的美学意境。清黄钺《二十四画品》列“幽邃”一条：“幽邃：山不在高，惟深则幽。林不在茂，惟健乃修。毋理不足，而境是求。毋貌有余，而笔不遒。息之深深，体之休休。脱有未得，扩之以游。”“静”与“深”是其典型的美学特征，这在晚唐体、四灵诗派以及竟陵派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体现。


苍润
 　指苍劲、润泽的诗歌艺术境界和美学风格。清黄钺《二十四画品》列“苍润”一条：“苍润：妙化既臻，菁华日振。气厚乃苍，神和乃润。不丰而腴，不刻而隽。山雨洒衣，空翠沾鬓。介乎迹象，尚非精进。如松之阴，匠心斯印。”“气厚乃苍，神和乃润”精要说明了苍润之美的内在基础在于主体精神的苍厚和润。


阳刚阴柔
 　阳刚，即阳刚之美，指一种雄伟劲直的艺术风格；阴柔，即阴柔之美，指一种徐婉幽远的艺术风格。阴阳刚柔之说源于《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最早以阴、阳之气阐述文学风格：“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清气”与“浊气”即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南北朝时期始以刚、柔来区分人物的气质和文章的风格。南朝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刚柔适用，喜愠分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刚柔为文章的两种风格，认为：“文之任势，势有刚柔。”（《定势》）“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熔裁》），“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定势》）。清姚鼐综合前人所说，明确提出“阳刚”与“阴柔”之说，并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从“天地之道，阴阳刚柔”（《复鲁絜非书》）出发，认为文为“阴阳刚柔之发”，其多变亦若是。如果阴阳“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同上）。将阴阳与刚柔提到审美高度，对阳刚与阴柔之美，各作了形象的描述：“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同上）将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风格，均归入阳刚之美中。“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image: ]
 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同上）。将修洁、淡雅、高远、飘逸等风格，均归入阴柔之美中。认为阳刚与阴柔的美学风格，都是创作主体才性、气质的具体表现，“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则作品风格也各异。“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如欧阳修、曾巩，“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强调文章之美应“统二气之会而弗偏”，指出：“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海愚诗钞序》）只有刚阳与阴柔兼备，才是理想的美的境界。


阳刚之美
 　见“阳刚阴柔”。


阴柔之美
 　见“阳刚阴柔”。


义法
 　中国古代文学美学术语。指文学创作时所需遵循的义理法则。主要用于散文理论之中。“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非命》：“凡出言谈文学之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此处“义法”，即典范、规则之义。但桐城派古文家方苞才真正把“义法”推衍为文学美学范畴，他认为“义法”是其散文理论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论的基础。在《又书货殖列传后》一文中，方苞解释了“义法”的来源及其含义：“《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他认为，“义法”源于《春秋》，由司马迁加以发明运用，以后体现于优秀古文家的作品中而成为传统。“义”，即“言有物”，是对文章内容的规定；“法”，即“言有序”，是对文章形式的规定。因此，“义”与“法”分别意指文章的题材内容与形式手法，义经法纬，相辅相成，两者统一，构成了文章构思结撰的总的要求与准则。“义”、“法”虽相辅相成，两者之间仍应以“义”为主，“法”随“义”变：“夫法之变者，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讳传后》）此外，“盖诸体之文，各有义法”（《答乔介夫书》）。每种文体其“义法”也有不同的特点与要求，因此也需要灵活具体地掌握。


肌理说
 　宋诗派诗论学说。由清翁方纲所倡导。“肌理”，原指皮肤或果肉上的纹理，后转指“义理”和“文理”的结合。“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翁方纲《志言集》序）。认为“义理”（思想）和“文理”（文词）不可分割。“理”要“根极于六经”以儒家经典为本。“圣门善言德行，则文章即行事也。”诗文是儒家之道的一种实践，必须“由经训以衷道”（《延晖阁集》序）；强调“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考订诂训之事与辞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主张将“学”与“诗”相结合，以纠正明代“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模拟复古风气和鄙视宋诗的倾向，在诗歌创作上另辟门径。在学习对象上从唐诗转向研理精、论事密的宋诗。强调“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卷四）。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主张“兴会神到”、“得意忘言”，虚而不实；沈德潜的“格调”说“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格调论》上），唯汉魏盛唐的格调拘泥。倡“肌理”说，主张从实着眼，以纠正“神韵”说的空虚；从通变着眼，以纠“格调”说的拘泥。但“肌理说”所追求的实是“由经训以衷道”，以考证为学问；所论之通变也以六经为范围。“肌理”说对清代、近代诗歌创作的影响较大，是宋诗派诗论的基础。


寄托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指寓情于物，借物以言情。常以此描述文艺创作中的物我关系。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强调作者应善于把感情寄托于某一事物，通过吟咏此事物而抒发所寄托的感情。并认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既成格调，求无寄托”以达到“意寄题外，包蕴无穷”（《介存斋论词杂著》）的境界。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自序》中也强调：“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认为感情的寄托要深厚沉郁，太显露则使读者所得仅限于作家所感的部分，不能从言外之意中获得更多的感受。认为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如此才能使读者产生言外之意、词外之境的美感效果。况周颐又进一步把寄托与性灵相统一：“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蕙风词话》）


虚实互藏
 　清刘熙载提出的美学观点。“《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艺概·文概》）。虚实结合，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老子已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有无相生”（《老子·二章》）。《庄子·庚桑楚》也认为：“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引申于文艺理论，则指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中虚实互生。中国古代美学家，有的重“以虚生实”：“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淮南子·原道训》）有的主“虚从实生”：“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笪重光《画筌》）；有的求“虚实相平”：“以景为实，以意为虚”，“其景与意不可分也”（黄宗羲《景州诗集序》）。刘熙载以“虚实互藏”的命题，进一步阐述了虚实相生的思想。认为文艺作品中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两者相互交融，不露痕迹，不可分测。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按实肖象与凭虚构象
 　清刘熙载提出的一对美学命题。《艺概·赋概》：“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唐皎然以‘作用’论诗，可移之赋。”“象”，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按实肖象”，即是按照生活的固有的样子去描摹其状貌，只求其形似；“虚”，是与“实”相对而言，凭虚构象不只指虚构想象，它还包括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概括化和典型化，创造出特有的艺术境界。认为构造形象，应当虚实结合，才富有生命力和无穷的审美意味。而且创作中的概括化和典型化很需要独运匠心，花很大的精力，故“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但后者却是不断地创造艺术形象，即“象乃生生不穷”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是与异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一对术语。“是”，意为正、真、稳；“异”，意为化、变、奇。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正变结合观念的一种阐发。唐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提出，为文之道，“无难易，惟其是尔”；在《讲学解》中称赞“《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清刘熙载承接韩愈之说，具体论述了是与异的关系。认为“百世之文，总可以‘奇’、‘稳’两字判之”（《艺概·文概》），“奇则所谓异也，稳则所谓是也”（《艺概·经义概》）。主张两者须合一，相辅相成。若“不异之是”，即正而无变，真而不化，则平庸、无生气；若“不是之异”，即无正为范，无真之本，则虚妄、失根基。对“不异之正”应济之以异，使之平衡；对“不是之异”应济之以是，使之和谐。在美的创造中，只有各种因素和对应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如“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


意兼于法
 　清刘熙载所提出的美学观点。意，指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意理；法，指文艺作品的创作法则。“作文、作诗、作书，皆须意兼于法，任意废法、任法废意，均无是处”。对于意与法的对应关系，前人已作探究，但见解不一。有的主张立意为先，以意通法，“文以意为先”，“先主意则文脉贯通”（王昌龄《诗格》）；“作诗必先命意，意正则思生”（魏庆之《诗人玉屑·命意》）。有的则主张明法为先，从法立意，“今人作文、动辄先主意，如经赋论策，不知私意偏见，不足以包尽天下之道理”（李涂《文章精义》）。刘熙载则发挥刘勰“诗有恒裁，思无完位”（《文心雕龙·明诗》）的观点，主张意法兼备，强调：“义法居文之大要。”指出义法的含义是“言有物，言有序”。认为“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意理、法度兼备，即有义法。并以书法为例，指出：“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艺概·书概》），反映了强调意不离法、法不碍意；意中有法、法寓于意的观点，以及追求一种意法融浑的美学境界。


计白当黑
 　清邓石如论书法艺术美的创造法则之一。指将字里行间的虚空（白）处，当作实画（黑）一样布置安排，虽无着墨，亦为整体布局谋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出《艺舟双揖·述书上》：“是年又受法于怀宁邓石如完白，曰：‘字面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以其说验六朝人书，则悉合。”要求书家不但具有驾驭线条运动的能力，还须具备把握空间切割的辩证的眼力，利用空白与形状不同的黑色线条运动之间的辩证统一，取得虚实相生、“知白守黑”的妙用。所谓“肆力在实处”，“索趣乃在虚处”，在这“实里求虚，虚中求实”的矛盾法则之中，使实的线条（黑）之美在虚（白）的映衬之下，得到尽可能的显现。在这单纯的黑与白组成的世界之中，实现一个简约而又精深博大的审美艺术境界，使书法艺术的布局达到实与虚、显与隐、有限与无限的高度统一，使欣赏者得到美的再创造的想象，获得无穷之趣、不尽之意。这一法则在我国的绘画艺术中亦有异曲同工的表现。元饶自然在《绘宗十二忌》的第一条中就指出，绘画之布局最忌迫塞，“须上下空阔，四旁流通，庶几潇洒。若充天塞地，满幅画了，便不风致，此第一事也”。绘画布局若满幅迫促，则白与黑不相称、不统一，就无潇洒风致。清笪重光：“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筌》）清范玑：“无笔墨处是实，笔虽未到，而其意已到。”（《过云庐画论》）以为绘画布局做到“计白当黑”，方可虚实相生相辅；有画处神采有趣，无画处亦皆成妙境，增添艺术的审美内涵。


平和简静，遒丽天成
 　清包世臣的书法美学命题。《艺舟双楫·国朝书品》：“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意指书法创作，要能表现心平气和、简朴宁静的审美意境，其雄健美丽犹如天然生成，这样的作品可称为高超的“神品”。在“神品”之下，包世臣又列出妙品、能品、逸品、佳品等四“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由“神品”到“佳品”的区分，反映了包世臣对神化无迹、自然天成的艺术审美境界的推崇。


妙在性情，能在形质
 　清包世臣的书法美学观点。性情，指通过笔法、笔势、笔意所表现的内在精神气质；形质，指书法字体的外在表现形态。《艺舟双楫·答三子问》：“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故拟与察，皆形质中事也。”认为审美主体不可见的内在情感，可以通过可见的外在审美形式传达出来，且通过外在审美形式可以窥见其审美情感。这一美学观点主要源自唐代孙过庭《书谱》“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即认为楷书以点画构成形体，再使转为情性；草书以点画显露情性，再使转为形体。包世臣继承这一审美观点，并将其作为概括书法美的情感和形体两个方面。


眼照
 　清书法家王文治的关于书法审美鉴赏的概念。指通过眼睛去直观地把握、穿透作品，一举直入其深层的意蕴，而不是借助于资料，旁征博引。系针对当时盛行的考据式的书法鉴赏与批评方式而提出：“余于古帖，专取眼照前人，不倚考据，虽悬判处或有舛讹，而真伪自是分明，优劣也复不昧，清以俟后来之真鉴。”（《化度寺碑》）认为由“眼照”而求古人品韵的方式，更能捕捉到作品的精神，即使偶有舛讹，也比考据之法更为可靠。考据之法汲汲于事实的考辨、年月的订正等细枝末节，从根本上背离了品评之道。眼照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直观，即在对书法作品直接的审美视觉感受之中从整体上洞见作品的审美意蕴与神韵风采，才是对品评之要义的正确把握。


词以自然为宗
 　清彭孙遹的美学命题。《金粟词话》：“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澹’耳。若使语意澹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认为词作以自然为美，但词作要达到自然平澹的境界，尚须借助艰苦的艺术加工和修饰，使得绚丽多彩的艺术形式以接近天然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才是高超的审美创作。


书画贵有奇气
 　清方薰的美学观点。《山静居画论》：“书画贵有奇气，不在形迹间。”意谓书法与绘画创作应注重内在独特气韵的表现，让观者能感受到一种“奇气”的存在，这种内在“奇气”超越了一般外在形式上的真实，具有更为丰富的审美张力。这一观点强调了书画创作应能体现作者独特人格气质和艺术个性，创造独特审美意境的美学主张。


虚实相生
 　清笪重光用语。指艺术画面中实的部分和虚的部分，即有象有形的部分与无象无形的部分（或欣赏者由有象有形部分而联想、补充的部分），互相生发，构成一个更完整而神妙的形象体系和艺术意境。《画筌》：“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意谓艺术境界之美，在于注意虚实的结合，尤其要注重画之空白，是画境全局之所在。强调应发挥画面上无画处即空白的作用，从而使欣赏者能从有画处引起联想，使空白处产生无形之画，从而达到画中有画，画外有画，空灵而妙不可言的审美真境。认为意境的创造，表现为具体可视的客观景色，与借以抒情达意的景色相结合，以达到出神入化的最高境地。


虚境
 　指虚空缥缈、幽远无限的艺术境界，是对具体可感、实在有限的艺术形象的超越，是艺术境界由实到虚、由有限到无限、由形象到想象的升华。多与“实境”相对。清方士庶《天慵庵笔记》论画云：“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衡是非、定工拙矣。……故古人笔墨，具见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冒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这是对“虚境”与“实境”之关系的精要阐述。


尊情
 　近代龚自珍用语。主张无拘无束地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语出《长短言自序》：“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视“尊情”为创作的缘由。与中国古代美学中“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观点不同，认为“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亦尝阴气（即“情”）沈沈而来袭心”（《宥情》），强调人之“情”应自然发展，“发乎情，止于命而已矣”（《尊命》），认为“情”只受自己命运的约束，不受礼义的约束，客观上否定了情止于礼、思无邪等观点，反映了龚自珍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觉的思想。


尊史
 　近代龚自珍用语。强调作品表现现实的真实性。在《尊史》中提出。认为“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古代的礼乐“不可以口耳存”者，皆得之于史。并以“尊史”为题阐发其文艺美学思想。认为尊史须“尊其心”。既要“善入”即熟悉现实生活，“如其言家事”；又要“善出”，即对现实生活能“眄睐而指点”。“不善入者，非实录，垣外之耳”，“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同上）。进而认为史与文有共通的一面，“诗文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同上）。史和文都必须具有真实性，应给社会历史以真实的评价。


天然
 　近代龚自珍用语。天然，质朴本色之美。针对清末文坛以雕琢求奇，以做作求异的流弊而提出。指出：“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认为上古质朴的风尚显示了本色之美，因而要求“复于本”。并以梅为喻，反对梅“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的审美观点，认为按这一美学标准“绳天下之梅”，“斫其正，养其傍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病梅馆记》），就会失去自然真美。又以“如风吹水”为喻提倡自然为文：“外境迭重，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者”，文章就是感受万态外境后的自然表达。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清龚自珍提出的美学命题。意谓诗所表现的全部中心是人，诗之美在于人之美，在于充分展示诗人的个性，而人的完美个性也往往借助诗歌的描绘得以更充分地彰显。“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韩及昌谷、玉溪；及宋、元，眉山、涪陵、遗山，当代吴娄东，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认为人名与诗名互相促进，人性美与诗歌美合为一体。古今诗人，从李白、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到苏轼、黄庭坚、元好问到吴伟业，都是如此。故诗即是人，人即是诗。所谓“面目也完”，指诗歌创作摆脱束缚，以完美的形式充分地表达出诗人的个性。作者在《病梅馆记》中批评以欹、疏、曲之梅为美的现象，认为“皆病者，无一完者”，也是倡导一种完整健康的审美观，反对扭曲、病态的审美思想。


沈郁
 　近代陈廷焯的美学概念。指意蕴深厚、含蓄之美。陈廷焯以“沈郁”说论词。认为：“作词之法，首贵沈郁”，“诗之高境，亦在沈郁”（《白雨斋词话》卷一）。“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特点是“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同上）。沈郁既含蓄又深厚，正体现了《风》、《骚》温厚和平的宗旨。并认为沈郁不是深而凝，厚而板，如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沈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婉约又病其纤弱矣”。反映了追求词作深厚、含蓄，富于意蕴，以发挥最大的美感效果的思想。


意内言外
 　中国古代美学用语。原指语词字义与形声的关系。语出《说文解字》：“词，意内而言外也。”段玉裁注：“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清张惠言（1761—1802）则用意内言外表述词的艺术特性。认为词是通过语言形象的形式来表现内容，产生感染力，与“风”“骚”相近，应发挥“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特点。强调词的比兴、寄托应以深美闳约为宗旨。以后况周颐也指出“意内言外，词家之恒言也”，认为“凡物在内者恒先，在外者恒后”，“乃若词以人重，则意内为先，言外为后”（《蕙风词话》卷四）。但人的审美却是从外在的艺术表现上开始，因而内含之意，“必审辨而始知”。阐述了意内言外的辩证关系。


词心
 　近代况周颐用语。词的一种艺术境界。“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蕙风词话》卷一）。认为“词心”是在对外物有所感受后，“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这种艺术境界由真情、真景孕育而成，因而“无词境即无词心”（同上）。“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同上），反映出况周颐强调创作主体意识的思想。


境界
 　中国美学范畴。原为佛教用语，《成唯释论》：“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王昌龄始以“境”作为美学范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诗格》）以后学者屡以“境界”论诗文，如明江进之评白居易诗：“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清叶燮评苏轼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近代王国维总结前人对“境界”的论述，认为“境界”是“探本”之说：“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指出“境”包含着“物”与“情”两方面：“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人间词话》）境界最贵其“真”。即“真切”、“自然”。境界即由“真情”和“真境”在作品中所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美的世界。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摒弃利欲观念，“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是我，何者为物”，达到了物我统一。境界表现的高下，决定于“隔”与“不隔”。“隔”，犹如“雾里看花”，形象不清晰鲜明；“不隔”，则“豁人耳目”，“语语都在目前”。境界的创造，有“写境”与“造境”之别。“写境”秉于“写实”；“造境”秉于“理想”。但造境“必合乎自然”，写境“必邻于理想”，两者难以截然分开，境界是情、景统一，理想与现实统一的艺术美的世界。


优美与壮美
 　近代王国维用语。系王国维接受西方美学崇高的理论，亦吸取中国古代美学阴阳刚柔说而提出。中国古典美学，一般把美分为阴柔与阳刚两大类。大多称婉约柔和之美为阴柔之美，豪放雄浑之美为阳刚之美。在西方古典美学中，一般把美和崇高（壮美）视为对立，认为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崇高则是理性内容压倒和冲破了感性形式。于此基础上，王国维提出：“美之为物有两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吾人与审美对象无利害关系，又毫无生活之欲存在，则“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对于这对概念的诠释，反映出他对中西美学的兼取和糅合。


古雅
 　中国美学概念。通常指古朴雅致。近代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首先将其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用于美学，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形式之美有两种：一为物象的自然形式，称为“第一形式”；一为反映物象的艺术形式，称为“第二形式”。古雅即第二种形式。认为“吾人肉眼观之”并无美感的自然中琐屑之景物，经艺术家（绘画或诗歌）之手而有不可言之趣味，此等趣味得之第二形式，“故古雅之致存于艺术而不存于自然”。第二形式按美的规律创造，“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故古雅亦即“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认为美的“材质”与美的形式不可分割，“材质”从古雅的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而使人获得美感，故古雅亦从而具有优美或壮美的性质，可谓之低度之优美或壮美。人可“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即由修养和经验对其作出审美判断。古雅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它在审美观照中“使吾人超出乎利害之范围外，而惝恍于缥缈宁静之域”。反映了王国维超利欲、超功利的美学观念和强调艺术形式美意义的思想。


隔与不隔
 　近代王国维用语。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指文学作品“境界”的“隔”与“不隔”的区别。“隔”如“雾里看花”，形象不清晰鲜明；“不隔”如“豁人耳目”，“语语都在眼前”，形象鲜明生动。“隔”的作品如“谢家池上，江淹浦畔”；“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不隔”的作品如“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认为只有“不隔”的作品才有“境界”，并认为变“隔”为“不隔”，取决于艺术家运用艺术语言的能力。


赤子之心
 　近代王国维用语。原为童心之意。《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国维转用作美学概念，指一种真纯无伪的感情。《人间词话》：“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李煜为例，说明“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认为作为词人，最可贵的是具有“赤子之心”，只有不为利欲环境所干扰（阅世浅），才能保持性情和感情之真。是对其“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同上）这一美学基本命题的发挥。


写境
 　近代王国维用语。与“造境”相对。指真实描写客观现实之境。《人间词话》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认为从文艺史上看，写实派的创作原则是反映现实的原貌，取材于现实中的实有之物，在作描写时，遵循生活中物与物、人与物的相互制约关系。它对艺术境界是秉于现实的“写”。然而“写境”也要集中概括，经艺术的处理，现实生活“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不机械地复现，因而“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总寄寓着美学追求，从这一角度看，“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参见“造境”。


有我之境
 　近代王国维用语。与“无我之境”相对。指移情于物，意溢于境的壮美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境界”有“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分别。“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同上），属于“壮美”。是利欲之我与外物有利害对立关系时的境界。


无我之境
 　近代王国维用语。与“有我之境”相对。指意境交融、物我一体的优美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境界”有“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区分。“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同上），属于“优美”。是摒弃了利欲而与外物无利害对立关系时的境界。


造境
 　近代王国维用语。与“写境”相对。指作家主观虚构之境。《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认为从文艺史上看，理想派的创作原则是注重表现理想、愿望，取材不拘泥于现实中的实有之物，不严格遵照生活中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往往“遗其关系限制之处”，“空间、时间之形式对此而失其效，关系之法则至此而穷于用”（《叔本华与尼采》），它对艺术境界是秉于理想的“造”。但一切理想都有现实根源。“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在具体的作品中，造境和写境“二者颇难分别”，从这一角度看，“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反映出王国维在写实与艺术虚构上的辩证观点。


入乎其内
 　近代王国维用语。与“出乎其外”相对。指作者认真地观察、体验社会人生，获得对于生活本质的深刻感受。《人间词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认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故有生气”。关于“出”、“入”问题，我国古代文论家已论及，但所论含义不一。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是就作品中“寄托”而言，认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龚自珍在《尊史》中是就深入实际、又跳出实际而言，指出：“不善入者，非实录”，“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王国维则以此指艺术修养和态度，认为诗人“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同上）。说明只有“重视外物”的态度，才能入乎其内；入之而有深切的感受，并且具有表现这种感受的艺术能力，才能写出有“生气”之文。


出乎其外
 　近代王国维用语。与“入乎其内”相对。指作者排除功利欲念，对宇宙人生采取超然物外，默然静观的态度。《人间词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认为“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故有高致”。由此认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必吾人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同上）。说明既要“重视外物”，也要“轻视外物”，“胸中洞然无物”，才能不为外物所拘限，“出乎其外”高瞻远瞩地观照宇宙人生。参见“入乎其内”。


眩惑
 　近代王国维美学用语。指引起人各种欲望的物或事对人形成的迷惑。《〈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至美术中之与二者（指优美与壮美）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人离生活之欲，而人于纯粹之知识者。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认为与“优美”和“壮美”相反的“眩惑”美，如“粔籹蜜饵”、“玉体横陈”，特征是使人沉溺于生活之欲中，当如“讽一而劝百”、“止沸而益薪”，不但“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是反过来“鼓舞之”。主张审美应超越各种现实欲望和物质意识，也是对生活苦痛的解脱，而不是相反。


心造之境
 　近代梁启超用语。在《自由书·惟心》一文中认为“心”为万物的根源，“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门，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通过“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净，一为恋爱，其境绝异”，“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自由书·惟心》）的例子，说明心境不因特定的物境而同一，物境却总随心境而转移。进而得出“一切物境皆虚门”的结论，认为真实的美学境界，是由心造所成。以审美感受的差异性否定客观的物境；离开客观的物境强调审美主体心力的创造。认为物境皆虚，心境才真，反映了其理论中的唯心主义色彩。


熏
 　即“熏陶”。近代梁启超用语。指一种审美移情力。原系佛教用语。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借用佛教语，将熏、浸、刺、提归结为艺术审美移情的四种力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认为艺术的审美移情在于创造一种艺术境界，以趣味引读者“化身入其中”，再诱发其本身的想象力去“参与”艺术境界的种种活动，从而使读者的思想感情“跟作者俱化”，在“不知不觉之间”，“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审美主体感知审美对象时，初仅在心中植下“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即情感的种子，在审美环境的渐渐熏烘和不断强化下，“种子愈盛”，完成移情过程。而审美主体并不明显觉察到自己感情的变化。一旦完成这种移情，就深入脑际，并可转熏他人。认为“熏”与“浸”、“刺”、“提”三种力量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熏”不同于“浸”，“浸以时间言”，而“熏以空间言”；“熏”、“浸”不同于“刺”，“刺”为突然激发，“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为渐渐感染，“熏、浸之力利用渐”。“熏”、“浸”、“刺”均属于外力，“是自外而灌之使入”。“提”是内力，是“自内而脱之使出”。文艺作品的感染力正是内外两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浸
 　即“浸入”。近代梁启超用语。指一种审美移情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入也愈甚”。认为“熏以空间言”，而“浸以时间言”，即审美主体浸入艺术境界的时间愈长，受到的感染也就愈深。参见“熏”。


提
 　即“提启”。近代梁启超用语。指一种审美移情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夫既化身以入书中矣，则当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彼界”。认为“提”就是提启审美主体，发挥自身的想象力，使其想象再创造，将自己融入艺术境界之中“参与”各种活动，经历艺术境界中的喜怒哀乐，以达到移情的目的。参见“熏”。


刺
 　即“激发”。近代梁启超用语。指一种审美移情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刺也者，刺激之义也”，“刺之力利用顿”，以“使感受者骤觉”，“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认为它能给审美主体以突然的、强烈的艺术刺激，激发移情。参见“熏”。


淋漓
 　指痛快舒畅、富有快感的美感体验以及能够带来这种体验的艺术风格。热烈的感情、欢畅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往往是淋漓之美的重要特性。如晚清梁启超以“淋漓”论文：“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论书法》）“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清代学术概论》）都是强调情感真挚热烈、气势充沛完满的淋漓之美。


诗话
 　中国评论诗人、诗句，记载诗人活动故实的文艺批评著作形式。为研究中国古代文艺创造与鉴赏的重要思想资料。宋许[image: ]
 《彦周诗话》：“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诗话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或谓肇自三代，或称始自钟嵘。宋欧阳修著《六一诗话》，第一次以“诗话”名书。其后则多有以诗话名其书者，如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北宋刘师道《后山诗话》、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等。广义的诗话，还包括各种诗歌源流演变、诗人创作的品评、诗歌审美范畴和诗歌风格的研究评述鉴赏著作等，如梁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等，其重心部分均从讲诗的故事转到诗论、文学论、美学论，也可以归入诗话。其美学思想在阐明诗歌的审美本质、风格美的特征、创作的审美过程、诗人的审美心理、读者的审美鉴赏心理等。清吴景旭编有《历代诗话》八十卷，按天干数分为十集，分论《诗经》、《楚辞》、赋、古乐府及汉魏六朝以迄元、明历代诗人诗歌。其书以“诗话”命名，重点则在字句诠释，名物的考订，反映了诗人审美创造和审美鉴赏的美感历程。另有清何文焕所编《历代诗话》，书成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是历代重要诗歌美学理论的著作汇编，它以广义的诗话为编排对象，汇集了南朝梁钟嵘《诗品》至宋、元、明诗话共二十八种，但有些重要诗话如《滹南诗话》、《升庵诗话》、《四溟诗话》等均未收入。近人丁福保又继何文焕之后，于1916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印行《历代诗话续编》，收入诗话二十九种。该书收录诗话，在当时以至后来都有一定影响，如专论诗歌美学思想的《艺苑卮言》，着重阐发诗歌审美意象论和诗人审美创造的得失的《诗镜总论》等，对于研究中国美学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现代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多种，其中近现代诗话，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等注释本，对于研究中国诗歌美学思想，均为重要参考资料。


词话
 　中国记词人轶事、词坛掌故和词作本事，对词人词作进行品评和考订、探讨词的特点、源流和作法的著作形式。在宋词繁荣的过程中，在诗话的影响下产生。最早的词话夹杂或附在笔记和诗话著作之中。现今所知最早的词话专著是宋人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为第一部有价值的词话专著。宋元以来，词话颇众，较著名者有元吴师道《吴礼部词话》，明俞彦《爰园词话》、杨慎《词品》、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刘熙载《词概》、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今人唐圭璋辑印《词话丛编》八十五种，包括历代重要的词话专著和词话集，系唐宋金元明清以来词学理论较完备的丛刊。为研究中国诗词美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参见“诗话”。


曲论
 　泛指中国古代戏曲美学和戏剧学著作。系对各个阶段的戏曲艺术发展的记述与总结。如随着宋代南戏的兴盛，出现徐渭的《南词叙录》；随着元杂剧的盛极一时，出现燕南芝庵的《唱论》、钟嗣成的《录鬼簿》；明代中叶，随着昆曲和弋阳腔十分兴盛，出现魏良辅的《曲律》、王骥德的《曲律》和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曲品》；清初，昆曲发展到高峰，则有徐大椿的《乐府传声》，李渔的《闲情偶寄》中的论词曲部分，总结戏曲编剧的方法；清中叶以后，“花部”戏曲的崛兴，又有焦循的《花部农谭》来评述它的价值。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现，又给以后的实践以一定的影响。最早使用“曲论”作为著作名称的，有明何良俊、徐复祚等。另外，和“诗话”、“词话”相近的“曲话”出现较晚。清李调元《雨村曲话》为第一本以“曲话”命名的著作，后又有梁廷枏《藤花亭曲话》等。建国后，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共选辑校录四十八种有关“曲论”、“曲话”的著作。均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画论
 　中国评论画家、绘画作品，记载画家史实、轶事等论文与著作。汉以前并无论画专著。自东晋顾恺之著《画评》后，南朝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谢赫《古画品录》、陈姚最《续古画品录》，均为中国画论作品。最早收录历代画论的著作是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清方薰著有《画论》二卷，最早使用“画论”命书。王原祁主编的《佩文斋书画谱》收录了论画和题跋。今人编辑的重要画论著作有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1943年上海世界书局版；1983年文物出版社版）、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上、下卷，1957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版）、于安澜《画论丛刊》（上、下卷，196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画品丛书》（198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版）。近代黄宾虹、邓实《美术丛书》，收录书二百八十一种，以论书画为主，而论画者尤多。均是研究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书学
 　亦称“书论”。中国关于书法艺术创造、审美鉴赏的学问。为研究书法美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理论，特别重视书家品格，以陶冶个人道德情操，达到“教化”的社会效果。论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方面，形象、神采、情性、气质、灵感、意境等方面，都是书法创造中不可缺少的美学环节。书风的论述，系指书家个人的风格，亦包括社会的风尚。用笔、布局、墨韵，均为书法美创造的特征方法。书法理论家在书学的论述中，提出了众多的审美范畴，丰富了艺术创造的辩证法。历代论述书学的著作，主要有唐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宋《宣和书谱》、姜夔《续书谱》、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里的《论书》、清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以及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此外，宋陈思《书小史》、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清王原祁主编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论书部分，都是研究书学、书学史、书法美学思想史的重要书籍。今有《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书法卷》（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等。


客观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的本质讨论中四种主要观点之一。主张美是客观的，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以蔡仪为代表。在《新美学》（1947）中就已提出：“美不能如过去许多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主观的东西，而是客观的东西。”“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凡能充分显现一般的个别事物，即成为美，如树木显现着树木种类的一般性的那支树木，山峰显现着山峰种类一般性的那座山峰，它们当作树木或山峰是美的。把世界上的事物分为自然的种类范畴与社会的种类范畴两大系列，每一系列都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越是高级的种类范畴，就越是典型的种类范畴，因而就越美。生物美于无生物，动物美于植物，人又美于动物。“典型就是美”，“典型的极限”便是“美的极限”。美感只能反映美，而不能影响美。在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进一步用反映论的观点，批评美在主观说，阐述美在客观说。指出：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者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者的人而存在的。美是永恒的，不管人们如何反映、承认与否。只有承认美不是主观的，美的观念源于客观事物本身的美，才能符合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并强调对于这一观点是否坚持，形成“美学上的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是唯物主义的，一条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70年代中期以后，在《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中，对美是典型的观点作了新的阐释。引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的规律”思想，提出“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或者说是美的事物所以美的本质”。又把“美的规律”解释为“以非常突出的现象充分地表现事物的本质，或者说，以非常鲜明、生动的形象有力地表现事物的普遍性”，认为这就是艺术理论中的典型法则。因此“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美的法则就是典型的法则”。这派观点认为，美学首先要研究现实存在的美，即自然美和社会美，这里既有“美在哪里”的基本问题，也有“美是什么”即美的本质这类最重要的问题；现实美是美感的基础，又是艺术美的源泉。


主观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的本质讨论中四种主要观点之一。主张美不在物，而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美是一种观念。以吕荧、高尔太为代表。吕荧于1953年发表的《美学问题》中提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会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由此论断美是主观的。高尔太于1957年发表的《论美》更明确否定客观的美：“客观的美并不存在。”强调美是人的主观感受，“美，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自然景物如果无人欣赏，就无法转化为美，它们所以成为自然美，是欣赏者把美的属性附加给对象的结果。“人设立——不一定是意识地设立——一个美的标准，某客观现象符合于这个标准，人们便说，这是美的。”人把美附加给自然，“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没有美。”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美学研究应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美既然是主观的东西，美的规律也只有到主观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到心理结构的变化逻辑中去寻找，到人类的理智、情感、自由联想等多种心理过程的组合法则中去寻找。”


主客观统一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的本质讨论中四种主要观点之一。认为美是主观作用于客观而两者统一的产物。以朱光潜为代表。早在30年代，朱光潜就在其所著《文艺心理学》中提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它是心借物的形相来表现情趣”；但又强调“世间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在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朱光潜对自己观点作了修正，明确提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观点。认为美离不开客观，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但是单纯的客观事物并不成为美，它还仅仅是“物”，而不是“物的形象”。要使“物”变成“物的形象”，就需要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中，他进一步提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它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这就是艺术形象。认为美是文艺的一种特性，不能离开艺术来研究美。美具有意识形态性，指导美学研究的不能仅限于反映论，还应运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60年代初又发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对“主客观统一”说作了新的补充。认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实质，是主体与客体结合的过程。人“按照美的规律去制造事物”，创造出能够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世界，人们能够从中观照到自身的力量，从而感到对象是美的。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的统一。但认为人的实践活动不应仅指物质生产活动，还应包括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艺术创造正是这一方面的生产劳动。在强调主观对客观的作用时，又常用人的实践活动指人类社会意识、心理活动等的作用。


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的本质讨论中四种主要观点之一。认为美是客观的，同时又离不开人类社会，具有社会性，客观性与社会性是美的二而为一、一而为二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以李泽厚为代表。在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李泽厚不同意吕荧的“主观”说、蔡仪的“客观”说、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说，自树一帜，提出“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客观社会性”。所谓美的社会性，不仅是指美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这仅是一种消极的抽象的肯定），而且还指美包含着日益开展着丰富具体的无限存在，这存在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美的另一基本特征是它的具体形象性”，“美是形象的真理，美是生活的真实。”（《论美感、美和艺术》）60年代初期，李泽厚发表《美学三题论》，从“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观点出发，从主体实践对客体现实的能动关系中，进一步论证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提出应从“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来看“美”的诞生。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实践活动，一旦符合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符合“真”），从而使自己的目的、理想得以实现（实现“善”）时，必然从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中看到人的本质力量，并感到满足，引起愉悦。“这个实现了的‘善’（对象化的善）与人化了的真（主体化的真），便是‘美’。”“‘美’是‘真’与‘善’的统一。”美诞生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是人类历史文明积淀的成果。“美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它的社会客观性”，而不是所谓“主客观的统一”。还指出，“如果说，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美的内容，那么，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并指出自然美以形式胜，其内容概括而朦胧；而社会美以内容胜，其形式显得受局限和束缚；在艺术美中美的内容与形式、社会美与自然美才高度统一起来，成为一种更集中、更典型、更高的美。70年代末期，李泽厚在评述康德美学思想时更明确提出“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就是这样紧密联系着”，“美的本质标志着人类实践对世界的改造”。只有通过漫长历史的社会实践，自然人化了，人的目的对象化了，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才具有真正的矛盾统一。“理性积淀在感性中，内容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成为自由的形式，这也就是美。”（《康德的美学思想》）“真善的统一表现为客体自然的感性自由形式是美，表现为主体心理的自由感受（视、听觉与想象）是审美。”（同上）


 学派组织


儒家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派别之一。指孔子开创的，以“仁学”为哲学基础的强调个体的情感心理要求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相统一的美学思想。孔子认为，真正的美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仁”这一最高原则在个体和群体生活中的完满实现。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又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肯定个体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谐之美。提倡“文”与“质”统一的审美观。认为美的感性形式只有表达“质”的内容，才有其价值和意义。重视艺术和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思想，在中国第一次对艺术的作用作了简明的分析，强调了艺术诉诸个体感情并与“仁”的伦理精神相统一的审美原则。该派美学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中国美学史上取得主导地位。孔子以后的儒家美学，依其历史顺序，包含孟子的美学、荀子及《乐记》的美学、《周易》的美学、汉儒的美学、宋儒的美学等。孟子美学强调人格精神、道德上的善与审美愉快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又把人格美概括为“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的命题，说明“美”是个体人格中实现了的善，发展了孔子美学关于“尽善尽美”的思想。荀子的美学肯定人对包含美在内的各种欲望满足的追求的自然普遍性，明确指出美的欲望满足必须合乎礼义，提出“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命题，继续强调儒家美学的人格美思想。《乐记》强调儒家关于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艺术对于主体情感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思想，成为先秦儒家美学的全面总结。《周易》的美学仍以“仁”为核心，深刻阐明中国美学中的“意”与“象”、“阳”与“阴”、“刚”与“柔”、“动”与“静”等审美范畴，又吸收道家的宇宙起源论和素朴辩证法的思想，为后世崇奉儒家美学的思想家奉为经典，也为崇奉道家美学思想者所重视。汉儒美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强调天人感应是审美和艺术创造的普遍原则，突出儒家美学以“仁”为归依的审美理想，认为“仁之美者在于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又把天地之美人格化，认为天“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春秋繁露·天容》），并把“仁之美”与“天地之美”融合为一，认为“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发展了儒家以“和”为美的思想。宋儒美学以邵雍、周敦颐、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为代表。其美学思想的共同特征是否认审美情感和审美个性的作用，把审美过程变成纯粹理性的表现。邵雍摒情弃我而言志讲诗，认为“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主张文艺为宣传封建政治伦理观念服务，强调摒弃审美情感，否定审美价值的社会功能。程颐提出“作文害道”的观点，否定善与美的区别，否定文艺的审美价值。朱熹发挥儒家美学关于“诗言志”的思想，认为“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答陈体仁》），强调孔子的“思无邪”和孟子的“以意逆志”的观点，以至完全忽视了审美情感和文艺的审美特征。儒家美学所有这些后继流派，当肯定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并重视个体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时，能较好发扬孔子美学的积极性一面；当把伦理道德绝对化，从而否定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则走向禁欲主义，对于审美活动和文艺创造起着消极、抑制的作用。自唐宋以后，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禅宗美学互相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发展的新趋势。


道家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派别之一。指老子、庄子开创、发挥并建立在“道”论的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思想。强调以“自然”、“素朴”、“无为”的观点对待美和艺术，认为美丑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没有客观的标准。其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及“法自然”、“无名论”。相对主义哲学是道家美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批判西周以来传统的宗法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揭露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丑陋，非难传统的美学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以建立其“法天贵真”（《庄子·渔父》）的美学观。强调“美”与“真”的统一。认为“道”是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也是美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本。美的本质特征是自然无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素朴而天下莫与争美”（《庄子·天道》）。强调“天地之美”和“天乐”，要求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寻求美。强调审美所特有的直觉性，以及下意识的活动和想象等的作用。道家关于“言不尽意”、“心斋”、“坐忘”的观点，指出了审美心理与科学认识的不同特征；关于“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庄子·人间世》）的观点，指出了审美感受不是外物的一种理智的科学思考，而是对于超功利的自由的直观和体验。关于“道”与“技”的寓言，指出了艺术创造活动既是一种合规律的活动，又是一种高度自由的活动。道家极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把人同自然的合一视为最高的美。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显示其追求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自由境界的特点。这一思想也为中国艺术所特有的空间意识，即对无限广阔自由的空间追求，奠定了理论基础。道家把个体生命的保存和发展，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否认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有害于生命的感官享乐的“美”，声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认为真正的最高的美是超越感性形式美的一种自由的生活境界，其形体的残缺丑陋，并不影响审美价值的评价。提出“无名论”、“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一套独特思维方法和理论，接触到人类形象思维的特征，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后世以“意境”为美的理论。先秦时期，其美学思想与儒家美学互相影响和补充，出现了楚骚美学。在汉初《淮南子》和后来的魏晋玄学中，又有新的发展。中唐以后，它与佛学思想相结合，形成禅宗美学。参见“楚骚美学”与“禅宗美学”。


楚骚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派别之一。指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艺术和以屈原为代表的《离骚》所体现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其形成的文化地理背景，使楚地氏族文化的原始遗留和传统风俗神话的审美意识得以较多保存，巫风盛行。《汉书·地理志》：“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天问序》：“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楚地艺术文化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因楚地处于南方，湖泊纵横，山林连绵，动植物种类繁多，大自然生命蓬勃，色彩艳丽，空间广阔。这些条件使它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丰富瑰奇的想象中，表现出强烈浪漫情调和艺术感染力。其美学思想的特点，是融合儒道美学。坚持儒家美学积极入世的现实精神，强调天资和修养的“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主张美在于内在的善，赞成儒家文质统一观，又突破儒家经典礼法的束缚，吸取道家美学追求个性自由的审美理想，批判儒家伦理思想的危害，并把道家虚无出世的思想，与神话的审美想象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审美意识诉诸感官的形式美功能。高度赞赏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运动之美，表现于屈原作品所描绘的“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同上）和楚文物的丝绸图案中。其美学思想还具有恚愤哀怨的悲剧精神。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意，而作《离骚》。”屈原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悲剧审美观念，又充分肯定现实人生的欢乐和美好，具有一种超越于生死之上，视死如归的大气魄。《怀沙》说：“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坚信美终能胜丑。这一美学流派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深远的影响。汉代司马迁继承其“怨”的审美范畴的内涵，加强其批判性和反抗性，突破了“怨而不怒”的思想局限。唐代韩愈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思想，以及明中叶后出现的研究和歌颂屈原的潮流，都说明其有重要审美价值。


禅宗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基本派别之一。指在唐代创立的佛教禅宗影响下而产生和发展的美学思想。其特点是道家美学与禅宗哲学相结合。以道家齐万物、泯是非的思想，与其获得人生自由解脱，不需脱离现世，毁损生命的思想融合为一。从印度佛教中取其“万法唯心”的观念，强调“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妄名，妄情从何起”（《五灯会元》卷四）的美学观，主张超越实在与非实在，美与丑的区别，达到“无念”的心境。认为“自性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何（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坛经》），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的意义和价值。禅宗强调“自性”、“心”可包万物，生万境，与艺术的审美创造所强调的想象作用，其理相通。唐代画家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论点，源于禅宗哲学。北宋苏轼：“欲会诗语妙，无厌宜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即是对禅宗审美心境的概括。禅宗主张“心”本身是无形的思想，以及“道不在声而不离声色”（《五灯会元》卷四十六）的观点，包含了与美和艺术有密切关系的感性和理性的不可分的交融统一的思想。宋代严羽所说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是对禅宗美学观点的发挥，也深刻地阐明了艺术和审美的特征。禅宗追求“顿悟”的境界和超脱有无、是非、生灭、得失的内心体验，与审美感受的直觉心理相通。《坛经》说：“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智）惠（慧）观照，不假文字。”又说：“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严羽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辨》），说明了禅道与艺道的共同特点。禅宗以“心”、“自性”为世间事物的根源，宣称“唯我独尊”，使中国美学史上强调“我”在艺术创造中的地位的美学家，找到了反对因袭古人的理论根据。明清时袁宏道、石涛等人的美学思想，都受到禅宗的影响。禅宗的审美理想强调“禅境”，具有一种孤寂凄清的特色，缺乏儒家面向社会的精神和道家试图与无限的大自然合为一体的精神，显示出深沉自觉的自我意识。这一派别的美学思想，自宋代以来，逐渐与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合流。元代倪云林说：“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倪云林先生诗集·良常张先生画像赞》）表明了这一美学发展趋势。其间，儒家美学也曾排斥道、禅两家人物，但对中国美学史影响较大的，仍是上述这一合流趋势。参见“中国佛教美学思想”。


宋明理学美学
 　特指中国宋、元、明三代在理学思潮影响下的美学形态。其特征是在儒、道、释三学综合的大潮流下，美学理论思虑严谨而理性深邃、意绪平和而艺术秀雅。受理学思潮影响，这一时期的哲学美学主题是道德作为本体、主体、过程（工夫），审美如何可能，即如何由“善”到“美”的问题，呈现为思考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的中国人格美学。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家们对人性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论述，他们肯定人性本善，强调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体用一原的理念和心灵转化、生命超越的美学内涵。道德的自由感，道德实现的幸福感，道德的崇高感，道德的境界（内在超越）都内在地相通于美学。与理学思潮的盛行相关，这一时期的审美风尚也呈现出宁静、秀逸而严谨的特征。同时，宋明时期的各类艺术美学（如书画美学、诗歌美学、小说美学、戏剧美学、园林美学等）也获得充分的发展。宋明理学美学深刻论述了如何由道德开出审美的话题，但理学家们对于“理”的推崇在客观上造成了“理”对于“情”的压抑，“道”与“文”的冲突。明末在阳明心学及阳明后学理论的冲击下，“童心”、“性灵”、“情教”崛起，显示了“情”对于“理”的反动以及宋明理学美学的式微。


新儒家美学
 　在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家之后，以继承原始儒家思想传统为志业的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美学思想。依时间先后，主要包括汉儒美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唐儒美学（以孔颖达为代表）、宋明理学美学（以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代表）、清儒美学（以王夫之、戴震等为代表）和现代新儒家美学（以梁漱溟、唐君毅、钱穆、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其特征是重视美与善的联系，在天人之际的大背景中凸显生命超越的美学境界，强调中和、和谐、创造、境界等美学理念。新儒家美学在肯定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并重视个体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时，表现出较多的合理性；当把伦理绝对化，从而否定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时，又表现出一定的禁欲主义色彩，对于审美活动和文艺创造起了一定消极作用。参见“儒家美学”。


江西诗派
 　流行于北宋末和整个南宋时期的诗歌流派。因其创始人黄庭坚是洪州分宁人，洪州当时属江南西道，简称江西，故有此称。由北宋末吕本中正式提出，自言“传衣江西”，传黄庭坚的衣钵，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黄庭坚，并刊行《江西宗派诗集》。此派同西昆体柔靡浮艳诗风相异，崇尚瘦硬风格，诗风奇峭，气象森严。在创作理论上，黄庭坚等人提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作法，主张取古人之词加以点化而铸成新句；取古人之意加以形容而翻出新意。强调“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要求“无一字无来处”。陈师道、陈与义进一步强调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吕本中提出“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认为死法专祖蹈袭，活法能脱胎换骨。还把“悟入”而得活法的根据归结于勤用工夫：“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耳。”该派讲究法度和艺术技巧，但忽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形象的创造，流于舍本逐末。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但对后世影响颇大，直到晚清时期，同光体诗人还专宗江西诗派。


公安派
 　明代诗文创作和批评的流派之一。嘉靖、隆庆年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统治文坛，复古摹拟之风盛行一时。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首倡“性灵”之说，反对王、李等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理论。诗文创作以清新俊逸、平易流畅见长，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因袁氏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主要成员还有黄辉、江盈科、陈上甫、陶望龄等人。提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袁宏道《叙小修诗》）的诗文发展观点，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审美趣味和标准也发生变化，“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指出每一历史时期都有新变的文学，各有其特色与成就，不能以时代先后来评判文学的优劣。以“真”、“情”和自然之韵趣作为诗文创作和批评的美学标准，反对虚伪矫饰、随声雷同与任何形式的束缚。要求诗文创作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至，令人夺魂”（袁宏道《叙小修诗》）。认为“性灵”是作者的真实情感欲望和天生的灵气、才气，诗歌是作者在客观环境触发下“性灵”的自然流露。提出“师物”、“师心”、“师森罗万象”的创作原则：“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袁宏道《叙竹林集》）。在审美趣味上，突破了对传统“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欣赏，追求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世俗的审美趣味。其诗文理论反映了晚明美学思潮的变化，在当时与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戏剧理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互相呼应，掀起了一场文艺革新运动。但其理论也有逃避现实与追求庸俗消极情趣的倾向，忽视了文学的继承性与创作的严肃性，末流之弊，在文坛酝酿了新的危机。万历以后，公安派被竟陵派取代，复古派也复炽于文坛。


评点派
 　中国古代以评论和批点小说作品来阐发文艺、美学见解的流派。小说评点起于宋末元初刘辰翁（1232—1297）对《世说新语》的评注，繁荣于明代中叶。由于通俗小说的盛行，有革新思想的文人相继对其大力推崇，与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相抗衡。书商为吸引读者，也往往聘请当时名流对小说加以评点后出版。明末清初，此风更为盛行，并逐渐形成固定格式。小说评点为小说美学提供了一种灵活自由的形式。明清小说评点派以叶昼、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1670—1698）、脂砚斋等人为代表。评点小说时，既进行总体的美学概括，作具体的艺术分析；又从各个角度议论作品本身的得失，并结合作品的评论探讨总结作家的创作经验，结合对作品的评论，探讨各种美学理论问题。其评点作品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竟陵派
 　明代诗文创作和批评的流派之一。以钟惺、谭元春为首。两人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名。主要成员还有蔡复一、曹学佺、徐波、林章等。明万历季年，钟惺和谭元春评选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合为《诗归》五十一卷，集中阐明他们的文学美学思想。由此钟、谭并举，被称为竟陵派，其诗为竟陵体。在文艺理论上，反对摹拟，提倡性灵。强调诗文要表达真情实感，“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谓其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也”（钟惺《涪郎草序》）。“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谭元春《汪子戊巳诗序》）。其“性情”主要指古人的精神，故提倡“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第求古人真诗所在”（钟惺《诗归序》）。反对拟古派的遗神袭貌。在艺术风格上“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主张“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钟惺《诗归序》），做到“其体好逸”，“其地喜净”，“其境取幽”，“其味宜淡”，“其游止贵旷”（钟惺《简远堂近诗序》）。这种审美趣味反映了封建末世的士大夫文人逃避世俗生活，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的心理特点和生活态度，以及脱离社会现实的局限性。至明末被陈子龙（1608—1647）等人提倡的新复古主义所代替。


桐城派
 　清文学流派之一。形成在康、雍时期，创始人为方苞。代表人物有刘大櫆、姚鼐等人。因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在美学上强调文、道结合，辞理相通。方苞论文揭橥“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以孔孟之道、程朱之理为“物”，认为儒道理学是天下至理、立身根本。立身、治学、为文一致，因而主张“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望溪文集》卷六），以“义”作为诗文的指归来阐发儒道理学。强调为文应“澄清无滓”，内容“严乃不杂”，语言“简约雅洁”，手法“呼应顿挫”。将这些方面简括为“雅洁”，并以雅洁衡量“义法”。在内容取舍上要求“义精”，即“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在文辞上要求古雅简练，反对俚俗冗辞。认为拘谨古雅的文辞最能“明道”，而接触现实、充满感情的文辞往往“义枝”，在结构上也会繁冗松散。因此主张藉“义”阐述“明道”；藉“法”阐述“尚简”，以达到以文见道，以道约文，文道结合，辞理相通的目的。刘大櫆则偏重于探究“义法”中的“法”，提倡以“神气”即为文的精神气势来论文。认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论文偶记》），得到这种精神气势，即“文法高妙之处”（同上），要求以“神气”统率“义理、书卷、经济”，与方苞把“义理”视为作文的指归不同，把“义理”只看成是为文的一种材料。认为只有以神运气，以气驱辞，才能使辞随神、气而来。姚鼐鉴于方苞论文偏重义理；刘大櫆往往离义论法，提出“义理、考证、文章”合一，“阳刚”与“阴柔”兼备，从“格、律、声、色”入手追求“神、理、气、味”的理论学说。桐城派中方、刘、姚论文的角度和侧重虽有所不同，但都以阐发孔孟程朱同唐宋八家相结合的“义法”为宗旨。乾嘉时期，桐城派最为鼎盛，被视为文坛“正宗”，影响颇广。至近代而逐渐衰落。


阳湖派
 　清文学流派之一。形成于清乾、嘉时期。创始人为恽敬（1757—1817）和张惠言。恽为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其渊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认为桐城派以儒家义理为本，“惧其破（儒）道也”，为文空疏，“不敢放言高论”（恽敬《与章沣南》）。其他文派“有意为古文”，拘泥于固定的标准，为文“支”而“敝”，“支”则失去“袍袖气”（即阴柔），“敝”则失去“枪榜气”（即阳刚）。提出“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主张求文之“本末条贯”（恽敬《与纫之书》）。“本”指文的内容即理、情、事；“末”指文的技巧即熟、顺、宜。做到本末条贯，为文就能“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通难达之意”，“发难显之情”（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达到肆醇互见、刚柔兼备的艺术境界。阳湖派与桐城派虽然都是以古雅、简约、体正为美学标准来阐明古文的传统，但阳湖派更加强调醇中有肆、肆中见醇，两者兼备的美学风格。


常州词派
 　清词流派之一。创始人为江苏常州人张惠言，故称。主要人物还有周济、谭献（1830—1901）、王鹏运（1849—1904）、朱孝臧（1857—1931）、陈廷焯、况周颐等。在美学上，主张作品应有真情实感，又蓄而不露、温柔和平、沈郁缠绵。为纠正浙派词人重技巧而使词陷入清空枯寂的流弊，提出作词要“意内言外”，即“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词选·自序》）。提出词应有“寄托”，重比兴以发挥艺术的美、刺作用。强调“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认为词不通过寄托、比兴和引申联想，就难入高妙的美学境界；若一味追求寄托而忽视艺术地显示寄托，也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和共鸣。以后，陈廷焯、况周颐又分别提出讲寄托、重比兴、秉温柔、贵含蓄，用顿挫的“沈郁”说、“重、拙、大”说，对张惠言、周济等的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该派主要理论著作有张惠言《词选·序》、周济《词辨》、《介存斋论诗词杂著》、况周颐《蕙风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等，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


宋诗派
 　清代诗歌流派。因提倡宗宋诗而得名。以翁方纲、程恩泽（1785—1837）、祁嶲藻（1793—1866）、何绍基（1799—1873）、郑珍（1806—1864）、莫友之（1811—1871）等为主要代表。形成于乾、嘉时期。翁方纲推举质实的宋诗，将以前崇尚宋诗的理论条理化，提出“肌理”说，以纠“神韵”说、“格调”说之弊，与“性灵”说相抗衡。将“义理”和“文理”相结合，认为这两种“理”都要“根极于六经”（翁方纲《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学说》）。认为诗文是儒道的一种实践，内容上必须“由经训以哀道”；考订与词章合为一途，方法上要以考订诂训为途径，“以衷于义理为主”。以“衷道”、“质实”作为美学标准，反对艺术想象和发挥艺术才能。道、咸时期，程恩泽、祁嶲藻等遵循宋诗派“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宗旨，继续提倡“通训诂，明义理”（《祁文端公神道碑铭》）的诗论，明确指出“义理”即“温柔敦厚”，认为在诗文表现上可不必计较“穷通显晦”，但必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后郑珍、莫友芝、何绍基等人论诗侧重“为人”，崇尚“不俗”。“为人”强调“人做成路数”，“其艺必成”（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做人之道即追求“绝特儒行”（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儒行绝特，才能“看得眼前景物都是古茂和蔼，体量胸中意思都是恺悌慈祥”（何绍基《诗集自序》），使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不敢。“不俗”强调“临大节时则大可奇”（《题冯鲁川小象册论诗》），反对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由此反对灵空绮艳、情感奔放的诗作，追求古茂、平和、寂静的美学境界。至光、宣时期，尚继续提倡“学人之诗”。因诗作“枯寂无生趣”，日趋没落。


同光体派
 　活动于清末和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的诗歌流派。始于清同、光时期。因“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陈衍《石遗室诗话》），写诗自称“同光体”，故名。以陈三立（1852—1937）、沈曾植（1851—1922）、陈衍（1856—1937）、郑孝胥（1860—1938）等人为代表。是宋诗派的后继者。诗宗“三元”（开元、元和、元祐），尤重宋诗，继续宋诗派“学人之诗”的观点，主张“恶俗恶熟”，“不肯作一习见语”，提出“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陈衍《重刻晚翠轩诗序》）的口号。在诗中大量引用古书经籍、金石版本、史地典章等材料，内容“生涩奥衍”，专用僻典、深典；形式讲究“镵刻”，喜造拗句。追求“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陈衍《何心与诗序》）的美学境界，崇尚博学训诂，轻视艺术想象，提倡“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同上）。成为晚清诗文改良派的对立面，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中华美育会
 　“五四”时期艺术教育组织。成立于1919年。宗旨是提倡艺术教育。由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在上海发起，联络各地艺术教师组成。先后有京、津、宁、沪及全国十多个省的许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艺术学科教师参加。会员分责任会员（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刘海粟、欧阳予倩等三十人）和普通会员（一百二十余人）两种。利用暑期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开设图画音乐讲习会等。出版会刊《美育》杂志。1922年4月，《美育》杂志停刊，该会无形解体。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中国当代美学学术性团体。成立于1980年。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指导下，繁荣美学研究，团结美学、美育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者，组织翻译和介绍国外当代与传统美学理论著作，深入发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遗产，促进中外美学文化交流，普及审美教育。朱光潜为第一任会长。王朝闻为第二任会长。


 人物

先秦


史伯
 　周太史。一说即伯阳父。西周末年人。周幽王用人“去和而取同”，史伯由此断定周将败亡。他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周语·郑语》）。“和”是“以他平他”，即多样性的统一；“同”则“以同裨同”，即无差别的同一。“和”才是事物生长、发展的正道，“同”则无法维持事物的正常发展。在美学思想上，认为“和六律以聪耳”，推崇多样统一，“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同上），单调划一并没有美。这种关于“和”与“同”的辩证观念以及重视多样性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文艺美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师旷
 （约前608—前527）　春秋时晋国乐师。名旷，字子野，双目先天失明，自称盲臣，又称瞑臣。冀州南和（今河北南部）人。善弹琴，又具有相当高的音乐审美鉴赏力，并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韩非子》中记载了师旷听卫灵公乐师涓鼓琴而识其由来，可见其善辨古今之曲传承关系，善于把握不同音乐风格的能力。又强调颂雅抑俗，认为社会音乐生活现象与国家的盛衰表征相联系，音乐可以影响社会的风化，所谓“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即可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通过这种乐教行为，达到乐与政通的音乐教化思想。先秦典籍《国语》、《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均记有其事迹。


晏婴
 （约前585—前500）　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政治家。名婴，字平仲（一说谥号“平”，字“仲”）。东莱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任齐卿，历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指出音乐应发挥政治功能：“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并且对中和之美的形成有深入探讨：“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上）是对史伯“以他平他谓之和”的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强调“和而不同”的观念，对中国古代中和之美的思想有重要贡献。


子产
 （约前580—前522）　即“公孙侨”、“公孙成子”。春秋时政治家。郑贵族子国之子，名侨，字子产，一字子美。郑简公十二年（前554）为卿，二十三年（前543）为正卿，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并铸刑书。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认为天有阴、阳、风、雨、晦、晴六气，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天地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才形成五味、五色、五声，“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表达了味、色、声之美来源于自然结构的朴素观念，“五味”、“五色”、“五声”之间的相互对应思想，成为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美学思想的渊源。主张美感的和谐，认为味、声、色的感官快乐应有节制而不能过度，“淫则昏乱，民失其性”（同上）。唯有以礼来节制，“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同上）。论及绘画、音乐等审美活动同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的联系。将人的情感分为好、恶、喜、怒、哀、乐六情，触及情感活动与审美、艺术活动的关系，提出“审则宜类”说，包含着对类比、联想和想象的猜想。其美学思想资料载于《左传》。


州鸠
 　又称“泠州鸠”或“伶州鸠”。周景王（前544—前520）时的乐官。《国语·周语下》载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周景王将铸造无射钟，问州鸠乐律，他认为音乐之美在于和谐，并且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即“政象乐”，所谓“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国语·周语下》）。还认为音乐的本体、本原在于天之“六气”与地之“五行”，并且与民间风俗有密切关系，要“省风以作乐”（《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这些观念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


单穆公
 　周景王（前544—前520）的大臣。《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周将铸造无射和大林两座大钟，针对这一政治事件，单穆公提出反对意见，并阐发自己的音乐美学观点。认为音乐的美与“善”相统一，因此国家不应耗费财力去铸造大而无当的乐器。而音乐审美的标准在于“和”：“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国语·周语下》）。并且论证了中正平和之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同上）。另外还对音乐美感的特征以及与视觉美感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音乐美学观点体现了中国先秦音乐美学的特点，很多观念都为后来儒家音乐美学所继承和发扬。


季札
 　即吴公子札。春秋时吴王诸樊之弟，曾数次推让君位。先被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今安徽凤台），称延州来季子。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出聘于刘，“请观于周乐”。乐工先后为其演奏《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风及《小雅》、《大雅》、《颂》等古代诗歌，表演《大武》、《韶濩》、《大夏》、《韶箾》等古代舞蹈。他频频发出“美哉”的赞叹，明确将“美”的概念用于文艺作品的评论。赞扬《豳》“乐而不淫”，《魏》“大而婉”，《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以“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作为美的极致，反映出“以和为美”的审美理想。还以能否“观德”作为评价文艺作品高下的标准。称赞《大武》“美哉！周之盛也”，称《大夏》“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称《韶箾》“德至乎哉！”又把乐与德相联系，主张通过观乐舞可以参时政。其美学观点对后代美学，尤其是儒家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


伍举
 　春秋时楚大夫。楚灵王于章华建造高台，与伍举同去观赏。伍举在回答楚灵王“台美夫”的询问中，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见解。认为美不在形式，亦不以声、色感官享乐为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见《国语·楚语上》）美在于内容上的善。“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同上）为最早见之于文献记载的关于“美”的明确定义。指出作为国君，应以“服宠”为美，“安民”为乐，“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同上）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伦理道德上的善为美的论点。反对一味追求声、色之美的享受，认为“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同上）。伍举以善为美的观点，及其对形式美的否定，反映出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初期同功利思想的密切联系。


孔子
 （前551—前479）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鲁国[image: ]
 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因乱，逃至鲁国，世为鲁人。少“贫且贱”，“故多能鄙事”。及长，在鲁国曾任“委吏”（掌管粮仓）和“乘田”（管畜牧）等小官。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鲁定公时，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司寇，行摄相事。后因齐人离间，遭鲁定公冷遇，率弟子离鲁，周游卫、宋、陈、蔡、齐、楚等国，终不见用。于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返鲁。晚年致力文化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学说以“仁”为核心，并以仁学为基础和出发点，引出其美学主张。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特殊的作用。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要从学诗开始，最后的完成则在于乐，强调在涉历游艺包括诗、歌、舞在内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提出“兴”、“观”、“群”、“怨”一组美学范畴，以“兴”为首，强调了艺术的感染作用，述及艺术欣赏活动的心理特点，阐明了艺术通过陶冶、感染人的心理情感，使个体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功能。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将美与善相区分：“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指出美不同于善，同时又认为善比美更重要，“人而不仁，如乐何？”（同上）指出内在的善，以能引起人们精神愉悦的感性形式表现出来，并使形式与内容达到完满的统一，即为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同上）把“尽美尽善”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在文与质关系上，重视“质”，认为“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又反对轻视“文”的片面倾向，赞美与社会生活美有关的感性的服饰、车舆上的文饰、文采。“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主张“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上）。认为如过分强调“质”而否定“文”的作用，也会造成“质胜文则野”（同上）的缺陷。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上，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触及自然美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在中国美学史上开创了“比德”说。在“中庸”原则基础上，崇尚“中和”之美，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美学批评的原则。重视艺术与美的社会作用，重视美育的重要性，为中国历史上提倡美育的第一位思想家。其创立的儒家美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派别之一，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艺术与政治教化结合的思想，也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传统思想。现存《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美学思想的主要资料。


老子
 　春秋末期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周衰，西出函谷关，退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著作有《老子》。今本《老子》是否为老子所著，有争论，但一般认为，其基本部分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老子提出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认为“道”为宇宙万物的本质和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用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有与无、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的统一，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十四章》），故“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老子·三十五章》）。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命题，阐明“道”既是感觉范围的对象，又不能为视听感官把握的特征，揭示出美与艺术既诉诸感觉又超越感觉的特点。主张美与丑相互比较、相互依赖而存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从美与丑的相对性，进而否定美与丑的区别与界限，否定审美与艺术活动。“美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强调美与真是对立、不相容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观点，揭示创作中的“巧”与“拙”的辩证关系，提出“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欣赏“淡乎其无味”（《老子·三十五章》），追求“恬淡为上”的趣味。强调对于“道”的观照必须保持心灵的虚寂清静，“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涤除玄览”（《老子·十章》）。老子提出的“道”、“气”、“象”、“虚”、“实”、“味”、“妙”、“虚静”、“玄览”、“自然”等范畴，对中国古典美学体系和特点的形成，有极大影响。老子作为道家美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影响着庄子及其后学对道家美学的丰富、发展，并最终形成中国美学史上与儒家美学潮流相并列的道家美学传统。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气韵生动”、“境生于象外”、“澄怀味象”的理论，“虚实相生”的原则，“味”、“妙”、“平淡”、“古拙”等美学范畴的确立，其源盖出于老子哲学与美学。


墨子
 （约前468—前376）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出身于手工业者，做过木匠，宋昭公时为宋大夫。早年曾习儒术，因不满其“礼”的繁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在美学上，并不否认美的客观存在，“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墨子·非乐上》）。认为音、色、甘、美也为人所需要，“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同上），主张审美与艺术活动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提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的思想，以及“先质而后文”（《墨子间诂·佚文》）的命题。但以狭隘功利主义的观点，否定美与艺术的社会作用，提出“非乐”理论。认为欣赏乐器，必先制造乐器，“将必厚措敛乎万民”（《墨子·非乐上》），演奏乐器，又需搜罗年轻力壮聪慧敏捷之人，“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同上），妨碍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乐舞的欣赏，必然导致统治者荒于政事，劳动者荒于农事，上不中圣王之事，下不中万民之利，故“为乐非也”（同上）。批判儒家的礼乐观，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攻击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同上），显示了儒、墨“显学”在美学观上的尖锐对立。将审美与艺术活动同直接功利联系起来，主张爱惜民力，倡导“节用”，揭露统治者肆意挥霍百姓血汗，但主张以物质功利活动取代对于美与艺术的追求，进而反对一切审美与艺术活动。今存《墨子》五十三篇，为研究墨子思想的基本材料。


孟子
 （约前372—前289）　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前483—前402）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曾任齐宣王客卿。晚年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直接继承孔子的美学思想，强调人格美的意义和价值。认为人生来具有善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些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经过自我修养，使之充盈贯注于自己的全人格之中，表现于外在的容色、应对进退，即成为美，“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提出“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的命题，认为“大”起始于“美”，但又比“美”更为辉煌壮观，同于后世所谓的“壮美”。提出为实现个体人格美而进行自我修养的“养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中国美学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人格美同样能引起审美快感。“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乐仁、义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提出美感的普遍性与共同性，“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明确肯定美感的共同性来源于人的感官的共同生理基础。提出“以意逆志”的命题，包含着对艺术欣赏特征的认识，主张“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尽心上》），涉及欣赏自然景物的形式美问题。孟子美学作为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后世颇有影响。其“充实之谓美”的命题，发展为张载的“充内形外之谓美”（《张子正蒙·中正》）的命题；其“养气”说从个人修养被引申到艺术创作中，成为文与气的关系问题，为后代美学所重视。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中经韩愈的“气盛言宜”说，直到桐城派的“文气”说，均可见孟子的影响。著作编为《孟子》。


庄子
 （约前369—前286）　战国时哲学家，道家主要代表人物。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为惠施挚友。家贫，曾借粟于监河侯（官名），也曾麻鞋布衣见魏王。不愿做官从政。相传楚威王曾以厚礼聘为楚相，遭其拒绝，后“终身不仕”，表现出对统治者和当时社会的不满和蔑视。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道”孕育、包容“天地之美”，是最高的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对于“道”的观照，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只要做到“坐忘”，“游心”于“道”，就能“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达到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无限自由的境界，亦即“备于天地之美”的境界，从而将个体人格自由的实现视为美。认为“道”的本质为自然无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美的本质亦为自然无为。主张“顺物自然”（《应帝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崇尚自然素朴之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肯定美与“大”的区别，“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同上）。认为无限的美高于有限的美，赞颂“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逍遥游》）的大鹏之美，“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庄子·秋水》）的东海之美，表现出对于大美的追求。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出发，否定现象界美与丑的区别，主张“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进而认为人们对美与丑的审美评价也是相对的，“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庄子·山木》），否定存在审美评价的客观标准。提出审美心胸的理论，认为只有排除对世事的思虑、物质利欲的干扰，将生死置之度外，达到“外天下”、“外物”、“外生”的境界，才能实现对于“道”的观照。审美者只有做到“心斋”与“坐忘”，心境空明，忘怀一切，才可进入审美的境界。因而审美境界的实现，实为“身与物化”、“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境界。认为“乐”有“天乐”、“人乐”之分，自然界声音有“天籁”、“地籁”、“人籁”之别，“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天乐”为“至乐”，“至乐无乐”，是超于视听感觉的。在“言”与“意”关系上，主张“言”为传达“意”的工具，但“言”并不能尽“意”，“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接受者一旦理解“言”所表达的“意”，就不再拘泥于言辞已表达的范围，可以“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肯定审美欣赏中的联想、想象作用。通过对“道”与“技”关系的分析，揭示出“艺”与“道”的相通之处。用“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image: ]
 ”、“宋元君将画图”等寓言故事，说明艺术创造是一种合规律而又合目的的自由创造活动，艺术家必须使主观精神与客观规律相合，方可获得创造中的自由；只有排除物质功利的干扰，保持真率自然的天性，方可进入艺术创造的最佳精神状态。庄子作为道家美学的代表，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美学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著作有《庄子》。


屈原
 （约前340—约前278）　战国时诗人、思想家。名平，字原；又自称名正则，字灵均。楚国人，出身贵族。楚怀王时，曾任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为贵族子兰、靳尚等所不容，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在沅、湘流域。在楚都郢为秦兵所破后，投汨罗江自尽。哲学上，提出“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天问》），对传统的天命观提出了大胆的疑问和责难，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美学上，强调美与丑的客观存在，坚持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吸收儒家美学“文”、“质”统一的观点，提出“内美”的概念，“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离骚》），“内美”主要指先天的禀赋，是人性之美；“修能”主要是“学”，指后天之美。主张“内美”与外修的统一。认为现实中的美、丑是可以认识的，区别两者的办法在于“参验以考实”，并以此抨击楚国上层贵族社会美丑颠倒的黑暗现象：“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同上）。吸收道家的美学思想，把对人格美的重视与对人生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揔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同上）表现出对精神自由的极端向往。注意到自然美的社会性，作《橘颂》，以橘树比喻君子之美德，赞扬橘树“绿叶素荣”、“曾枝剡棘”、“纷温宜修”等形、色的美，并以此歌颂人之“独立不迁”、“秉德无私”、“苏世而立，横而为流”等美德。与儒家主张的“诗言志”不同，提出“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的美学主张，强调悲愤哀怨之情在艺术创作上的作用，对后代美学产生很大影响。与老庄学派否定音乐舞蹈艺术的态度不同，肯定音乐舞蹈的积极意义，肯定艺术的美感、娱乐作用，“奏《九歌》而舞《韶》兮，聊睱日以媮乐。”（《楚辞·离骚》）“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文学上，在吸收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以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创造出“骚”体新形式。“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其书久佚，后代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其主要作品有《离骚》、《天问》、《九章》等。


荀子
 （约前313—前230）　战国末思想家、教育家。字卿。汉人避宣帝讳，称孙卿。赵国（今山西南部）人。曾游学于齐。齐湣王末年（约前285）适楚。齐襄王时，返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学长）。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6）应秦昭王聘入秦。后曾回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后又继赴楚国，由春申君用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从此废居兰陵，著书终其一生。韩非、李斯尝为其弟子。批判地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哲学上发展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从人性本恶的“性恶论”出发，肯定对于声、色等感官愉悦的追求，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具有普遍性。又强调人的欲望的满足必须合于礼义，受到社会的制约，礼作为人们欲求的“度量分界”（《荀子·礼论》），可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动，对人们追求声色之美的享受起到调节作用。提出“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命题，认为一个人只有具备纯粹而完备的道德学问的修养，方可成就君子之“美”，褒扬了人格的精神美。提出“性伪之分”，认为“不可学、不可事之在人（一作“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性”是自然产生的，“伪”是人为的，须经后天学习努力才能取得。在“性”与“伪”的关系上，提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的命题。把自然之“性”视为美之基础，把后天、人为之“伪”视为加到对象上去的美之形式。“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胜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在“形”、“神”关系上，主张“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依赖于形而存在（“形具神生”）。又认为“形不胜心”（《荀子·非相》），形象容貌之美次于道德品质人格之美，“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同上）。发展孔子提出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观点，提出“君子比德”说，主张以自然对象之美来象征君子的美好德性。在论及审美观照时，强调必须保持“虚一而静”的心理状态，不能让对他物的注意分散、干扰审美的感知，“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荀子·正名》）。总结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作《乐论》，系统批判墨家的“非乐”理论。主张将乐纳入“礼”的轨道。认为乐与礼相辅相济，“乐合同，礼别异”。乐不仅能统一人们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能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长幼老少“和敬”、“和亲”、“和顺”，“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同上）。肯定音乐艺术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同上）其音乐美学思想在《乐记》中得到继承和进一步的发挥。著作有《荀子》。


韩非
 （约前280—前233）　战国末法家集大成者。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为韩国公子。口讷，不善言谈，善著书。与李斯同师事荀子。为总结“往者得失之变”，乃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秦王政读后，极为赞赏。韩王安五年（前234），为韩王出使至秦。遭李斯、姚贾谗害，次年被迫服毒自杀。集前期法家“法”（商鞅）、“术”（申不害）、“势”（慎到）三派之长，形成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其哲学思想渊源于老子，但又吸收继承荀子思想，对老子的学说予以改造。在美学上，以功利主义否定美与艺术。认为一个事物如果只具有审美的、艺术的价值，而不具有实用功利的价值，就毫无意义：“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并以“楚人鬻珠”和“秦伯嫁女”两则寓言为例，说明如果过分追求外在形式美，就会有害于功利目的的实现。与儒家文质统一的主张相对立，提出“好质而恶饰”的观点，“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又以“情”与“貌”的关系进一步提出“取情而去貌”（同上）的观点。抨击儒家的礼乐观和对“文”的追求，认为儒者擅长的文学毫无实用，一些儒生习文，不过是为了自身的显荣。“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韩非子·五蠹》）强调“儒以文乱法”（同上），而人主却礼之，势必给国家造成祸害。并视儒家推崇的乐为有害之物，认为人主如果“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韩非子·十过》）。认为儒家欣赏文物典章是“耽于女乐”，为造成“亡国之祸”的“十过”之一。提出画鬼魅易、画犬马难的观点，“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反映出艺术应当符合生活真实的思想。著作有《韩非子》。


宋玉
 　战国楚辞赋家。后于屈原，或称是屈原弟子，曾师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颇多亡佚。《隋书·经籍志》有《宋玉集》三卷，已失传。其流传作品，《九辩》最为可信。《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所作。古人多从王说。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所作。另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亦有人怀疑《神女》、《登徒》非出自宋玉之手（见崔述《考左读说》）。其文、赋艺术风格与屈原相近，“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其中亦可见作者的一些美学观点。《登徒子好色赋》对“东家之子”所作的描写，表现了美应恰到好处的见解：“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高唐赋》中还触及悲剧性美感的特点：“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对楚王问》中提出曲高和寡的观点，“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在对文字美、声律美的追求上，亦有匠心独到之处。

秦汉


毛亨
 　相传为古文“毛诗学”的开创者，生活于秦汉之际。一说为鲁（郡治今山东曲阜一带）人；一说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东南）人。东汉郑玄《诗谱》：“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认为，孔子删诗，传至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毛诗序》为毛诗《诂训传》之一部分，主要用儒家礼乐教化思想解说《诗经》篇章，有牵强说教之弊，但仍不失为先秦诗学的总结和诗经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艺思想有深远影响。


贾谊
 （前200—前168）　西汉文学家、哲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文帝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赋吊屈原以自伤悼。后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坠马死，郁郁自伤，不久去世。哲学上，早期《道德说》以“德”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一切变化也由德中产生。德又以道为本。在长沙时作《[image: ]
 鸟赋》，认为宇宙万物是天地阴阳自然产生的，肯定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所作赋主要抒写才智之士的困苦遭遇和坚持理想的精神。散文慷慨激越，调急音促，文字铺排张扬，具有悲壮之美。美学思想继承了先秦的儒家观点。认为“美”和“善”是统一的，“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美附”（《新书·五美》）。五美（仁、义、礼、智、信）源于万物之本“德”。先王圣人依德而制六艺，“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新书·六术》）书、诗、易、春秋、礼、乐等六艺，其社会功能就是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使人们的行为符合儒家规范。指出“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新书·道德说》）。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校点出版的《贾谊集》，较为详备。


刘安
 （前179—前122）　西汉哲学家、文学家。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之孙，文帝时封为淮南王。好读书鼓琴，尝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鸿烈》（后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哲学上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美学上，认为无形的“道”是美的根源：“玄眇之中，精摇（精妙）靡览（美观）”（《要略》），由无形的“道”产生有形的万物和各种形态的美：“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原道训》）。认为对美的追求不应当有害于人的生命目标和理想，强调美属于“细万物则心不惑”之列：“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颠丑也。”（《精神训》）又说：“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不求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说山训》）主张“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原道训》），体现了对世俗之美的超越精神。肯定美的多样性、相对性和客观性：“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梨桔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说林训》），“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说山训》）。指出美的产生与物质生产不可分割，“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黼黻之美，在于杼轴”（《说林训》）。要求“文”与“情”相统一，做到“文情理通”。认为“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缪称训》）提出“中有本主”（《汜论训》）的美学命题，强调艺术创造是发于中而形于外的过程：“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同上）认为艺术创造虽有规矩准绳，但高超的艺术家却能超越规矩达到自由境界：“工匠之斫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齐俗训》）又认为人所以能“视丑美”，是“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原道训》），阐发了“形”、“神”、“气”等美学范畴同艺术创造的联系。其美学思想对于后世中国美学有重要影响。


董仲舒
 （前179—前104）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家。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在对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家为正统的先声。专攻今文经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创“天人感应”说。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试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美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认为“美”是“天意”的具体表现，提出“天地之行美也”。认为天地之美首先在于“仁之美”。“仁”有自然和道德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要服从自然规律，“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一方面要遵循封建的道德规范，“有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顺逆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春秋繁露·王道通》）。天地之美还表现为“中和”之美：“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以“中和”为审美标准，要求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封建伦理道德：“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春秋繁露·玉杯》）。以“天人合一”说解释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提出天与人“同类相动”的观点，揭示了审美和艺术创造中人的精神、情感同自然的密切关系，人与自然互相渗透的特点。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把“仁义礼乐”看作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春秋繁露·立元神》）。礼乐的作用是“变民风，化民俗”，使人们恪守“三纲五常”，做到“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春秋繁露·天道施》）。把美和艺术从属于“王者”的教化，视之为施行教化的工具、手段。著作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等。


司马迁
 （约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南）人。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前108），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后因替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以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其哲学思想兼收各家之长，有强烈的批判性。大胆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对统治者鼓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教表示怀疑。在美学观上，形成了以“发愤说”为核心的思想。认为历史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感的表现，作家对文学创作有很大作用，否定儒家伦理对内心情感的节制，主张“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史记·律书》），表现出非中和的审美理想。肯定文艺作品具有教育意义，“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史记·乐书》）。强调文学“讽谏刺讥”的功能，并以此为审美原则。肯定《诗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评价《离骚》“盖自怨生也”，批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基本美学观点带有很大的独创性，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刘向
 （约前77—前6）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穀梁传》。曾任谏议大夫、散骑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迁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首。在美学思想上，继承先秦儒家观点，提出“乐者德之风”，“乐”和“礼”都具有教化作用，“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说苑·修文》）。“礼”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乐”则能影响人们的情感，引导人们去恶向善。“乐”是主体内心情感的表现，同时又反作用于主体的情感，在“乐”和主体之间存在着内外相应，同类相动的关系，“雅颂之声动人，而正气应之；和成容好之声动人，而和气应之；粗厉猛贲之声动人，而怒气应之；郑卫之声动人，而淫气应之”（同上）。在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上，承袭孔子“文质彬彬”的观点，主张文质兼修，“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同上）。阐述和发挥了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和荀子“夫玉者，君子比德焉”的观点，强调人在欣赏自然山水美时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扬雄
 （前53—后18）　一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成帝时，先后献《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授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早年好辞赋，后转而研究哲学、文字学。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美”与“善”的统一。认为“美”由“玄”而来。自然界的美是阴阳五行作用的产物：“生阳莫如子，生阴莫如午，西北则子美尽矣，东南则午美极矣。”（《太玄图》）人类社会生活的“美”是人们“斧藻其德”的结果，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圣人”、“君子”的仁义之道。肯定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一切文词都应当有美，认为“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法言·寡见》），但文词之美应当合乎“法度”，即仁义之道。由此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同上）的审美标准，批评雕绘辞藻，缺乏讽谏教化作用的汉赋。主张文质兼备，提出“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法言·重黎》），“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史，华实副则礼”（《法言·修身》），“无质先文，失贞也”（《太玄经·首》）；但并不轻文，认为无文即“无以见圣人”（《法言·先知》）。提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理论：“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法言·问神》）明确指出文艺创造同文艺家主观思想感情关系密切，强调艺术是人内在情感的表现，同艺术家的人格不可分离。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反对“舍五经”、“不要诸仲尼”，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原则。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共四卷，最为详备。


杨雄
 　即“扬雄”。


刘歆
 （？—23）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之子。沛（今江苏沛县）人。曾任黄门郎、中垒校尉。建议立《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遭今文博士反对。王莽执政，立古文经博士，歆任“国师”，创古文经学派。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继承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在美学思想上，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皆由“天”产生，体现了“天”的意志和先验的道德观。强调诗歌的政教作用，批评汉赋“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见《汉书·艺文志》），重申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同上）的审美原则。对荀子、屈原的赋作了较高的评价：“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同上），肯定民歌的抒情作用和认识意义：“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同上）其美学思想属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另著有《三统历谱》。原有集，已亡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桓谭
 （约前20—后56）　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州市符离集西北）人。爱好音律，遍习五经，善为文章，喜抨击俗儒。历哀、平朝，位不过郎。王莽时任掌乐大夫。淮阳王刘玄即位，召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因反对谶纬神学，几乎被杀。出任六安郡丞，郁郁病死道中。提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祛蔽》）的著名论点，断言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此说成为后来绘画中形神论的思想渊源。在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在主体和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外相应，同类相动的关系，审美主体的情感、兴趣、心境的不同，在艺术欣赏中会引起不同的感受。穷困潦倒者，“但闻飞鸟之号，秋风鸣条，则伤心矣”（《琴道》），养尊处优者，“虽有善鼓琴，未能动”（同上）。审美主体的情感、兴趣、心境的形成，也与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所著《新论》早佚，清人辑本以严可均《全后汉文》较为完备。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严本为底本，校勘出版单行本。另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今存《仙赋》、《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等。见《艺文类聚》及本传。


王充
 （27—约97）　东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历任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从事著述。在哲学上，坚持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强调用“效验”、“证验”作为检查知识的标准。在美学上，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认为艺术应该真实和有用。首次明确提出“真美”，认为“真”才能“美”，反对虚妄不实之言。主张“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论衡·超奇》）。强调文章要“为世用”，“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达到“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作用。批评汉赋“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论衡·定贤》）。重视作家个性的发扬，提倡艺术的内容、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主张独创，反对抄袭模拟古人，认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主张“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论衡·自纪》）。肯定汉代在文艺上超越前人的成就，反对“尊古卑今”，认为文艺评论标准和审美尺度不是“古今”、“故新”，而是“是非”、“善恶”、“真伪”和作者才能的“高下”、“浅深”。提倡通俗易晓的语言，反对古奥奇涩的文风，认为口语和文字都用于表情达意，写作时应着力于文章旨意的斟酌，力求用“明言”、“露文”去“悟俗人”，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要求“文字与言同趋”（同上）。对于艺术的夸张和想象，仅肯定经艺之“增”可以起到“开心通意，晓解觉悟”（《论衡·艺增》）的作用，否定书传俗语之“增”，认为神话传说和文学描写上的夸张手法是违反“实诚”的虚妄。认为通过想象，人可以预见认识主体不能直接感知的人事，“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论衡·知实》）。著作有《论衡》。


班固
 （32—92）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曾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撰《汉书》，书未成而卒。善作赋，有《两都赋》等。在美学思想上，以儒家传统观念为主，又掺有神学色彩。认为美体现于最高统治者身上，“美者在上”（《白虎通义·溢篇》）。并认为：“皇者何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统治者之所以为美，因为他象征着“至德”，“至德之为美，我皇应福以来臻”。《礼》、《乐》、《诗》等“五经”是“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具有荡涤邪恶，防止淫泆的教化作用。提出“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强调艺术创作必须“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承认艺术的抒发情感和批评现实的作用，肯定诗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但又强调艺术的抒情和讽谏要以“温柔宽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为界限。并以此批评屈原“露才扬已”，“忿怼不容”。著有《汉书》、《白虎通义》。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有《班兰台集》一卷。


许慎
 （约58—约147）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师事贾逵。博通经籍，时称“五经无双许叔重”。曾任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著《说文解字》。认为文字是先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依类象形”（《说文解字·序》）而创造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在对客观事物的描摹中体现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并与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相联系。这一思想反映了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与整个审美意识的发展的密切关系。认为“象”和“意”紧密联系。指出汉字构成的六条基本原理，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皆以象形为基础，这种形是抽象的指意文字符号。所提的汉字意象统一、具体和抽象统一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特征。还对“美”的字义作了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给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认为“美”同味觉的快感相连，既和功利有关，又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为后世美学范畴奠定了字源学的基础。著作还有《五经异义》，已佚。清陈寿祺辑有《五经异义疏证》。


崔瑗
 （77—142；一作78—143）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官至济北相。唐张怀瓘《书断》称之：“文章盖世，善章草，师于杜度，点画之间，莫不调畅。”与杜操并称“崔杜”。在美学思想方面，继承儒家的礼乐观念，认为圣人制礼作乐，目的在于“统天理物，经国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强调礼乐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和民心的作用：“故观礼则体敬，听乐则心和，然后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声，采言于圣以成谋，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序宾旅，以悦远人，其观威仪省祸福也，出言视听，于是乎取之”（《南阳文学颂》）。在书法美学方面，强调草书的体势变化，不必遵循古代模式：“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应不受规矩的制约，体现“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竦企鸟峙，志在飞移”的形体动态特征。认为书法形象之美应有多种形态：“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黜点染，状似连珠，绝而不离，蓄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栗，若据槁而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余[image: ]
 虬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提出草书审美的空间差别：“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崩涯；就而察之，即一划不可移。纤微要妙，临事从宜。”（《草书势》）著有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和七言，《草书势》尤为著名。


赵壹
 　东汉文学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人，在书法美学思想上，认为草书起于实用：“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只为“趋急速”，“临事从宜”的举措，“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抨击其时书法以杜度、崔瑗为楷模，强调“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强调艺术要有独创性，要能表现自己的个性，而不是模仿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不满当时流行的草书，认为草书的社会功能极小，不能见于政治以及四科求备、博士讲试，“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非草书》）。著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非草书》以及颂、箴、诔、书、论等。


张衡
 （78—139）　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南）人。曾两度担任执管天文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创制世界上最早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观点。文学作品有《二京赋》，铺写京都景象，规模巨大；抒情小赋形式精练，情真意切；《四愁诗》、《同声歌》各具特色。在美学思想上，继承了屈原的传统，强调运用“比兴”的方法创造美的形象，发挥诗歌发志抒情、匡救时政的作用，重视文艺的教化功能，提出：“且夫《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化如凯风，泽譬时雨，移风易俗，混一齐楚，以祀则神祇来格，以飨则宾主乐胥。”（《舞赋》）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张河间集》。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张衡文三十八篇。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出版《张衡诗文集校注》。


王逸
 　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桓帝延喜间为豫章太守。其美学思想属儒家正统观念，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强调“屈原之词，优游婉顺”（《楚辞章句序》），“其辞温而雅”（《离骚序》），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楚辞章句序》）。坚持文质统一、美善统一的审美观，从儒家立场肯定屈原的人格和作品，认为屈原忧国忧民、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肯定屈赋文采珍奇，辞藻华美。著有《楚辞章句》，为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另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汉诗》百二十三篇，多亡佚。原有集二卷，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叔师集》。


王符
 （约85—162）　东汉思想家。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一生隐居著书，讥评时政得失，揭露豪强地主的贪婪和残暴。在哲学上，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人也是气的产物，人秉承天地之气，具有中和之美，具体表现为礼义。在文质问题上，以质为本，以文为末，强调真实信顺，指出“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潜夫论·务本》）。反对“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认为诗赋“所以颂善丑之德，洩哀乐之情”（同上），把诗歌的抒情特点和道德教化作用联系在一起，并批评“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同上）。反对汉儒神学家认为“乐”、“诗”等艺术可以“通乎鬼神”的观点，指出当时人们“起学巫祝，鼓舞事神”（《潜夫论·浮侈》），是用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同上）。其重质求实的美学思想在反对汉代神学美学观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对文艺的艺术特征认识不足。著作有《潜夫论》。


张芝
 （？—约192）　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后迁居弘农华阴（今属陕西省）。善隶、行、草、飞白书，尤擅章草。相传他减章草的波磔，创为“今草”。其草书气脉畅通，精熟过人，被后人尊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法，首推钟（繇）、张（芝）两家。《淳化阁帖》载有其书数帖，但大都不确，惟章草《八月九日帖》近真。著有《笔心论》五篇，已佚。


应劭
 　东汉末学者。字仲远，又作仲援、仲瑗。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灵帝时，由郡举孝廉，辟车骑将军何苗掾，又曾为萧令，中平六年（189），擢为太山太守。兴平元年（194），弃官投奔袁绍，建安二年（197）拜为袁绍军谋校尉。美学思想上，用“天人感应”的观点来解释“乐”的本质和意义。在《风俗通义·声音篇》中，提出“夫乐者，圣人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安万民，成性类者也”。认为音乐不仅能给人以美感，而且表现出某种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同社会的政治状态密切相关，“宫声乱者则其君骄，商声错者则其臣坏，角声缪者则其民怨，微声洪者则其事难，羽声差者则其物乱。”强调音乐对人的道德规范作用，“闻其宫声使人温润而广大，闻其商声使人方正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整齐而好礼，闻其微声使人恻隐而博爱，闻其羽声使人善养而好施”。音乐通过“和人意气，感人善心”而实行其教化作用。认识到音乐的特殊作用是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唤起人们向善去恶的情感。其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提倡艺术从属于政治的美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儒家传统观念。著作有《风俗通义》等。


郑玄
 （127—200）　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以别于郑兴、郑众父子。少为乡啬夫，不乐为吏，乃入太学。后师事马融，遂博群经。年四十，聚徒讲学。后因党锢事被禁，专心著述，遍注群经。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世称“郑学”。其美学思想强调文艺的政教和认识作用及审美和道德观念的紧密联系。所撰《诗谱》，据《史记》年表和《春秋》中有关史实，分别排列《诗经》中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的谱系，以显示《诗经》各部分与其时代政治、风土的关系。《诗谱序》指出撰此谱之目的为“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依据时代的发展变迁考察艺术的产生和源流，从不同地域的环境去认识艺术的内容与特征，体现了求诚求实的审美观点。但以经学家的眼光分析艺术作品，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著有《毛诗笺》、《三礼注》。另有《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均佚。清袁钧《郑氏佚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蔡邕
 （132—192）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曾官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因上疏论朝政阙失而流朔方。赦后，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时官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卓被诛后，下狱死。通经史、音律、天文，善辞章，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熹平四年（175）灵帝诏邕与堂溪典等写定“六经”文字，部分由邕书丹于石，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又传说邕曾于鸿都门见工匠用帚写字，得到启发，创“飞白”书。论书注重“情”与“性”：“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强调“意”与“神”：“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指出“形”与“体”的相互关系：“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笔论》）论述书法美的根源在于“自然”和“形势”，其中介为“阴阳”的对立：“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九势》）著作编为《蔡中郎集》，已佚，后人有辑本，以清杨以增辑《海源阁丛书》本较为完备。

魏晋南北朝


钟繇
 （151—230）　三国魏大臣、书法家。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东汉末为黄门侍郎。曹操执政时，镇守关中。曹丕代汉后，任为廷尉。明帝即位，迁太傅，人称钟太傅。精于楷书，被称为“正书之祖”。在书法美学方面，认为隶书在书法演变史中形成“简易”的特点：“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强调隶书的审美功能是“弘”中有“度”：“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肯定隶书大小合宜、随事变化的实用特点和无限中见有限的审美特征：“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揭示隶书形象美的丰富性：“或穹窿恢廊，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要求隶书结构布局能体现“势”之美，提出“修短相副，异体周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的审美命题。强调虚实错落的辩证审美关系：“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虡设张，庭燎飞烟；崭若嵯峨，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层云冠山。”又注重远近审视的不同心理效果：“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反映其重视隶书点画、结构、气势、意趣兼取的美学观点。著有《隶势》（见徐坚《初学记》）。一说蔡邕所作。其书法作品真迹已佚。所存《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皆为后人临摹。


仲长统
 （180—220）　东汉末三国初哲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境内）人。少好学，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州之间。官至尚书郎，参丞相曹操军事。哲学上反对当时的“天道之学”即以谶纬神学为主的“天命说”，主张“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在美学思想上，强调生活习俗对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提出“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昌言》）。在批判谶纬神学的同时，反对神秘化的艺术，主张艺术要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和伦理观念。著有《昌言》三十四篇，原书已佚，所存仅十之一二，保存在《后汉书》和《群书治要》中，严可均编《全后汉文》辑入二卷。


曹丕
 （187—226）　即三国魏文帝。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汉献帝延康元年（220），袭位为魏王、丞相，同年称帝。爱好文学、音乐。擅作乐府诗歌，所作《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诗发展历史上有重要地位。重视文章（包括诸种实用文体、子书著作及抒情、咏物诗赋等）的作用，认为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在评论同时代作家王粲、徐幹等“建安七子”的基础上，论述了作家气质、个性与创作的关系，提出“文以气为主”（同上）的论点。认为作家禀气各异，其作品亦即显示出不同风貌。写作才能之高下，亦取决于先天禀气的清浊。又概括了当时诸种文体的不同风格特点，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说（同上），并指出作家对于这四类文体各有所长，少有兼擅诸体者。又论及文学批评应有的态度，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反对“文人相轻”（同上）。他的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魏文帝集》。其文学理论和批评主要见于《典论·论文》、《与吴质书》。


刘劭
 　三国魏学者。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汉建安中为太子舍人、秘书郎，曹魏时为尚书郎、陈留太守、散骑侍郎等，正始中赐爵关内侯。魏文帝时，曾参与编纂《皇览》。明帝时参与制定《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又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作《说略》一篇。善于鉴察人物。所作《人物志》论述了识鉴、选用人才的方法和理论。认为“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人物志·九征》）。情性取决于先天所禀的“元一”、“阴阳”与“五行”，又外现为“形容”、“声色”、“情味”，故可由表及里，据以察知其性。而形容声色等亦有与其内实不相符合者，故又须验之以行为、谈论等。认为情性不同，则才能各异。对于才性的论述，与当时美学思想如曹丕《典论·论文》关于作家气质、才能、作品风格的观点相一致，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所提及的某些概念如骨、气、形、神等，后来都发展成为重要的美学范畴。著作尚有《乐论》、《法论》等，已佚。


何晏
 （190—249）　三国魏哲学家。字平叔，南阳苑县（今河南南阳）人。正始年间官至吏部尚书。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竞事清谈，成为一时风气。因其位望家中常“谈客盈坐”，在士大夫中深有影响。政治上党同于曹爽集团，后为司马懿所杀。宣称“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对魏晋尚虚玄、崇清净的美学思想有较大影响。能诗赋，《景福殿赋》描写宫殿建筑。曾注《老子》，后见王弼注精奇，遂不复注，而改作《道德论》。又糅合儒道，以老子思想解释《论语》，著成《论语集解》。前者已佚，仅在东晋张湛《列子注》中保存一些片断。后者经唐孔颖达疏收入《十三经注疏》。


曹植
 （192—232）　三国魏文学家。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曹丕之弟。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早年以才学为曹操所宠，曹操曾欲立为太子。曹丕称帝后，备受猜忌；及曹叡继位，仍不能施展怀抱，遂郁闷而终。擅长五言诗及抒情小赋，情感真切，词采华茂，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在美学思想上，自称“其所尚也，雅好慷慨”（《前录自序》，一名《文章序》），即以直抒胸臆、表现强烈的感情为美，体现了汉末儒学衰颓、个性比较解放时期的审美情趣。又说：“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与杨德祖书》）认为人们的审美能力和趣味存在差别，甚至存在与一般人的美丑认识相违异、以丑为美的情况。重视文学艺术批评，认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同上），须有高度的文艺修养、擅长于文艺创作者，方可从事批评。重视绘画的鉴戒作用。说图画能使观赏者产生“仰戴”、“忘食”、“抗首”、“叹息”、“嘉贵”、“悲惋”、“切齿”、“侧目”等情感反应，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其劝善惩恶作用通过激发观者的审美情感而实现。原有集，已散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


阮籍
 （210—263）　三国魏玄学家、文学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在统治集团残酷的内部斗争中极感苦闷，不问世事，酣饮为常，并蔑视礼法，崇尚老、庄。所作《大人先生传》即斥责“世人所谓君子”谨修礼法而欺世残民、谋取高官厚禄的行径，体现了对于自由超脱精神世界的审美追求。擅长文学，作有《咏怀诗》八十余首，抒发忧生之嗟，讽刺当时现实。亦长于音乐，善弹琴。美学观点上，认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清思赋》）。并通过对凝神寂虑而精神飞越，看到高山大泽、听到动人乐声并与神女相遇的景象描述，说明美感不限于具体对象本身，借助联想、想象，可获得远比对象更美的感受。认为进入想象的先决条件是澄思静虑。“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同上）。又作有*《乐论》，强调音乐应具有“和”的性质和作用。认为平和清淡之乐是宇宙和谐的体现，因而能使听者“精神平和”，“人安其生”，从而使社会达到“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的和谐境界；甚至还能使神祇降临，阴阳调和，天地万物都顺遂其性、各得其所。反对情感强烈、感荡心灵的“淫声”、“奇音”，认为它们使人“纵欲奢侈”、“犯上”、“弃亲”、败坏风俗。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阮步兵集》。


嵇康
 （224—263）　三国魏文学家、音乐家。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曾任中散大夫，世赞“嵇中散”。为“竹林七贤”之一。与魏宗室通婚。不满于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终为司马昭所杀。好老庄，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又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擅长于写作，尤善于著论，思想新颖，常与传统旧说不合。诗歌风格清峻，亦有名于世。少好音乐，尤精于弹琴，临刑时犹索琴奏《广陵散》。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琴赋》），具有强大的审美感染力。肯定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需要，认为它是“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声无哀乐论》）。探讨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认为音乐本身并无情感因素，诸种音响，“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是自然的客观存在。其和谐与否，取决于一定的规律，“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同上）。音乐只有“单、复、高、埤、善、恶”、“舒、疾”、“猛、静”之体，而“无主于哀乐”，与人的哀乐之情并无对应关系。相同的情感，可“发万殊之声”；同一声音，可激起不同情感（同上）。人们欣赏音乐时产生的哀乐等情感，并非音乐所造成，“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同上），音乐只是引发和加强了听者原已具有的各种情感。不同乐器、乐曲使人产生的不同反应，仅止于“躁静专散”，并非情感反应，因此并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其对“声无哀乐”命题的论述，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是对古代音乐审美认识的一种总结，对魏晋及以后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嵇中散集》。


王弼
 （226—249）　三国魏哲学家。魏晋玄学主要创始人之一。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年十余岁即好老庄。曾任尚书郎。与何晏、夏侯玄同为玄学开创阶段的代表人物。其哲学观点的核心是“以无为本”（《老子注·四十章》），认为“无”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圣人”应该“体无”，做到自然无为。又认为圣人与常人一样具有五情，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但能“应物而无累于物”，“以情从理”（《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对晋人追求自由超脱的理想人格和欣赏强烈情感表现的审美倾向有重要作用。又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的命题，主张通过言辞、物象体会其中包含的“意”，但又不可拘执于具体的言、象（见《周易略例·明象》）。对后人力求通过具体对象以体会深远意趣的美学思想以及“意象”美学范畴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论语释疑》（已佚）等。其著作今编为《王弼集校释》。


向秀
 （约227—272）　魏晋之际哲学家、文学家。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为《庄子》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但余《秋水》、《至乐》两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在哲学和美学上，主张兼融儒道，“名教”与“自然”合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自足“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从而超越了正始玄学“以无为本”的思想。后经郭象系统发挥完善，将“名教”与“自然”合一，并运用于人生和政治，力图将玄学美学转到世俗化美学上来。


成公绥
 （231—273）　西晋文学家。字子安，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征为博士，后为秘书郎、秘书丞、中书郎。在书法美学思想上，认为书法起源于对自然物象的模仿：“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尤重视隶书，指出其地位和实用、审美价值在于：“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隶书体》）、“灿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同上）、“缤纷络绎，纷华粲烂，[image: ]
 缊卓荦，一何壮观！繁缛成文，又何可玩！”（同上）书对隶书书法审美有较为全面的总结。原著已散佚，明人辑有《成公子安集》


卫恒
 （？—前291）　西晋书法家。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辟司空齐王府，转而为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等。善草、隶、章草、散隶等各种书体，推崇古代蝌蚪文之美，认为这种文字独得天地之造化，与书法美的本原统一。指出书法之美在笔墨气势之自然：“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其崇古、自然的书法美学思想反映了魏晋时期在玄学的影响下书法艺术由汉代的古朴、庄重向清丽、自然的转变，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重要思想。著有《四书体势》，载《晋书·卫恒传》。


索靖
 （239—303）　西晋书法家。字幼安，敦煌（今属甘肃）人。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善草书，尤善章草。注重书法审美意象与自然物象之间的联系，提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的观点。强调草书的飞动、飘逸、潇洒的美感：“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飘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蟉，或往或还，类婀娜以羸羸，欻奋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窳窿扬其波。芝草葡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在书法艺术的结构章法、笔墨布局方面，提出“转相比附”、“随体散布”等观点，要求“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使草书呈现出动人的美感：“忽班班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磥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粲粲。”其书法美学思想著作为《草书势》（一作《草书状》）。


左思
 （约250—约305）　西晋文学家。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官秘书郎。曾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又有《咏史》、《招隐》等诗。所作《三都赋序》，认为诗赋应有“观土风”的认识作用，作者须注重真实性。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汉代赋家的作品“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主张述“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写“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叙风俗人物，亦应言必有据，事事征实。这种对虚夸艺术倾向的批评，对艺术真实性的强调，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左太冲集》。


郭象
 （约252—312）　西晋哲学家。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他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庄子注》中。与何晏、王弼的“贵无”思想相反，反对“有”之上还有一个“无”作为本体。认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认为天地万物并不是以“无”作为其存在依据的，每一事物都是“块然自生”，即像土块一样无目的地产生和存在。而万物的“块然自生”又都是独立自足的，可称之为“独化”。“独化”论发展了庄子的物各有其性的思想：“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强调“物皆自然”，事物以本色、本性为美。通过“独化”理论，把有与无的问题统一到“有”之上。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古代美学的形上讨论由外在的道（无）本体论向内在的心本体论的演变，将“淡然出世”的思想变成了“超然入世”的思想，使老庄思想真正落实到人的现世生活和感性生命中，引起了美学精神的世俗化转向，这对后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陆机
 （261—303）　西晋作家、文学理论家。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逊、父抗，皆三国吴名将。吴灭后，退居华亭，闭门读书。晋太康末，与陆云同入洛阳，以文才为著名文人张华所赏识。曾被任为平原内史，故后世亦称“陆平原”。后被谗害。其诗文情感强烈，辞藻富丽，注重排偶，反映了当时新的文学审美趣味。所作《文赋》，将文学创作过程归结为以“意”“称物”、以“文”“逮意”，通过审美意识活动获得符合审美对象的意象、感受，并以文辞恰当地予以表现。认为创作过程中作者须“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集中精神，心境清明，才能精微巧妙地将涌上心间的种种意象组织成文。同时宜“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驰骋于宽广的空间和时间之内，方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现丰富广阔的外界事物。指出“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构思时的思维活动伴随着情感和形象。认为文学家的思维活动与语言密不可分。指出创作中有时“操觚以率尔”，文思流畅，有时“含毫而邈然”，艰涩阻滞，接触到灵感现象问题。认为文章体貌风格的多样性，一是源于作者审美爱好不同：“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一是源于文章体裁、作用不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要求文艺作品做到应、和、悲、雅、艳，有充实动人的情感，情趣高雅。注重文辞声色之美，提出“谴言”、“贵妍”之说，要求文辞具有声音之美。在内容与文辞的关系上，主张“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以内容为主，文辞要表现内容。强调“声为情变”，作品风貌与作者遭遇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认为由于“穷达异事”，有的作品“冲虚温敏”，平和温雅，有的却“抑扬顿挫”，怨愤悲慨。在绘画美学上，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绘画艺术有直接描绘形象的特点，在政治教化上的作用可比《雅》《颂》之述作。对中国美学思想发展有重要贡献。原有集，已佚，宋人辑有《陆士衡文集》。


挚虞
 （？—311）　西晋文学家。字仲治（一作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人。曾任闻喜令、秘书监、太常卿等。怀帝永嘉中，洛阳荒乱，饥饿而死。学问广博，曾参与制定晋朝新礼，整理国家藏书。着眼于作者受外物触动而兴起感慨，将“兴”解释为“有感之辞”，反映了汉末魏晋感物抒怀之作大量涌现而促成的文学观。在论赋时指出：“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文章流别集》），看到文学创作借助形象描绘以抒发情志的特点。认为：“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同上）批评作品中形象过于侈大而不伦不类以及文辞过于夸张巧辩而不合事理、过于美丽而缺乏真情实感等弊病。曾分类编选古代各体诗文为《文章流别集》，其所附评论即《文章流别志论》，亦佚，清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十二则。明人辑有《晋挚太常集》。


卫夫人
 （272—349）　东晋书法家。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汝阴太守李矩妻。师法钟繇，擅长隶书、正书。王羲之少时曾师之。相传著有《笔阵图》，提出“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强调艺术构思的重要，要求书法作品表现作者的审美意趣。又提出重“骨力”的审美标准：“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其说与六朝人物品藻和文论、画论中重视“风骨”的审美趣味相通。其“七条笔阵”之说对各种笔画加以形容，其中状横笔“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状竖笔如“万岁枯藤”等，表明书法作品中融汇有艺术家的联想、想象，包孕其丰富的审美感受。


卫铄
 　即“卫夫人”。


郭璞
 （276—324）　晋学者、文学家。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西晋末，知战乱将起，乃避地东南。晋元帝即位后，曾为著作佐郎、尚书郎。后为王敦记室参军，以谏止其谋反被杀。后追赠弘农太守。博学有才，好古文奇字，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擅长诗赋，文辞精丽，意境瑰奇。在美学上，提出“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山海经序》）的观点，从主客体关系角度出发，对怪异奇特的美的形态加以解释。认为人都有“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的心理。记载希见事物的著作如《山海经》，便形成“闳诞迂夸”、“奇怪俶傥”（同上）的艺术风貌。其《江赋》即运用不少《山海经》等书中的材料，以表现对于大江奇妙浩瀚之美的欣赏，反映出他爱好奇伟之美的心理。他的这些思想，对浪漫主义的发展和文艺运用神话传说有积极意义。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郭弘农集》。另有《尔雅注》、《方言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等。


葛洪
 （284—364）　东晋道士、道教学者。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少好学，涉猎广博，好神仙修炼之术，兼通医术。西晋末司马睿为丞相，辟为掾。东晋时曾为谘议、参军等，后隐居罗浮山中炼丹。认为美和丑相比较而存在，“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丑者，丑笃也”（《抱朴子外篇·博喻》）。事物内部可能存在美、丑两种对立因素，事物性质之美或丑即由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所决定。又认为“美玉出乎丑璞”（同上），丑的事物经由人为加工，可变为美的事物。在论述美的相对性时，肯定“妍媸有定”、“《雅》、《郑》有素”（《抱朴子外篇·塞难》），美和丑具有质的规定性，不可混为一谈。并强调“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抱朴子外篇·勖学》），丑变为美须有一定条件，即人为加工。重视人为因素在美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重视人工美。又认为“妍姿媚貌，形色不齐，而悦情可均；丝竹金石，五声诡韵，而快耳不异”（《抱朴子外篇·博喻》），美具有多种形态，都应得到肯定。对于人类社会中衣服、舟车等物由质朴简单趋于繁复华丽、由实用向审美的发展，持鲜明的肯定态度。在审美意识上，认为主体须具备审美能力，“华章藻蔚，非矇瞍所玩”（《抱朴子外篇·擢才》）；否则可能会“以丑为美”，“以浊为清”（《抱朴子外篇·塞难》）。为提高审美能力，须通过比较，“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抱朴子外篇·广譬》）。而且应不局限于个人偏好，不贵远贱近、厚古薄今，方能正确地进行赏评。还指出“爱憎好恶，古今不均；时移俗易，物同价异”（《抱朴子外篇·擢才》），审美标准随时代变化、风俗移易而改变。主张诗赋或议论性文章，都应做到辞藻富丽。又主张写作文章须有益于政治教化，推重“立一家之言”的子书，有轻视诗赋、轻视文学娱乐作用的观点。著作有《抱朴子》、《神仙传》、《肘后备急方》等。


王羲之
 （321—379，一说303—361）　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为秘书郎、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世称“王右军”。在会稽时曾宴集于山阴之兰亭，作《兰亭集序》。早年学卫夫人书法，后遍观秦汉诸家碑，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变汉魏质朴书风为妍美流便的新体，对后世影响极大。认为书法“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自论书》）。所谓“意”主要是书法家审美情感的表现。又说“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审美情感在作书时起主导作用，而运笔方法、技巧受其支配。强调构思的重要，“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同上），须预想字形的大小、偃仰、平直，想象其动态及连接呼应之势。而构思时须“凝神静思”（同上），精神高度集中。对后人颇有影响。《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载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又《法书要录》卷一所载《卫夫人笔阵图》，一说亦为王羲之著。明人辑有《王右军集》。


王献之
 （344—386）　东晋书法家。字子敬，王羲之之子。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善楷、行、草书，尤擅草书。幼学父书，次学张芝，后自成一家。其楷书体势开张，气峻韵和；其行草书笔法灵动，纵逸豪迈，饶有气势，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与父齐名，人称“二王”。与张芝、钟繇、王羲之并列“四贤”。存世书迹有传本《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送梨帖》，刻本有《洛神赋十三行》、《十二月割至帖》等。


顾恺之
 （约345—406，一作348—409）　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属江苏）人。曾官至散骑常侍。擅长书画，绘画尤为精妙，多作人物、神仙，亦能鸟兽、山水。画人物重视传神，极注重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即“这个”，指眸子）之中”（《世说新语·巧艺》）。论画注重在形似基础上表现人物气质、性格及特定情景中的神情态度。称赞《伏羲神农图》中人物神气、目光深沉幽远，“居然有得一（道）之想”；批评《小列女图》中人物容仪刻板，“生气”不足（见《论画》）。亦重视人体骨相，评画屡用“骨法”、“奇骨”、“天骨”、“骨趣”、“隽骨”等语，已显现出将“骨法”带入绘画领域的倾向。崇尚山水自然之美，论画称《嵇轻车诗》图中“林木雍容调畅，亦有天趣”，又云画山涧岩壁“欲令双壁之内，凄怆澄清”（《画云台山记》），意识到应以绘画表现山水气韵，传达作者的审美感受。又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命题，对中国绘画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其画论今存《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


宗炳
 （375—443）　晋、南朝宋之际画家。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终身不仕。信奉佛教，曾入庐山与名僧慧远讨论佛理。酷好山水，曾将生平所历绘成图画。体会到山水与音乐形象给人的审美感受有相通之处。认为山水自然之美是“神”、“道”的体现。“山水以形媚道”，“山水质有而趣灵”（《画山水序》），在其感性形象之内包孕“道”和空灵的意趣。欣赏山水当“澄怀味象”，“应目会心”（同上），在深入观览其形象时，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进行直觉的体味、领悟，获得审美愉悦，同时“开神道之想”，“昭明灵之应”（《明佛论》），妙悟山水所蕴含的宇宙之神理。又论证了描绘千里山水于尺幅之内的可能性。认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亦能使“嵩华之秀，玄牝之灵”，“得之于一图”（《画山水序》），于所画山水的具体形象中包孕“神”、“灵”，使览者如同观赏真山水一样“神超理得”，“万趣融其神思”（同上），得到“畅神”的审美愉悦，获取精神的超越解脱。首先较完整鲜明地将“形”、“神”关系引入对自然美和山水画的论述中，强调对“神”的领悟，在中国美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所作《画山水序》为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作之一，著作还有《明佛论》等。


颜延之
 （384—456）　南朝宋文学家。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少时孤贫，好学博览。曾为始安太守、永嘉太守、金紫光禄大夫等。擅长诗文，与谢灵运、鲍照并称“元嘉”（宋文帝年号）三大家。作品构思细密，多用典故，崇尚富丽典雅之美，时人目之为“错采镂金”（钟嵘《诗品》中）、“铺锦列绣”（《南史·颜延之传》）。曾论及“言”、“笔”之分，“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见《文心雕龙·总术》）。认为儒家经典文辞质朴如口语，应称为言；后世著述，包括实用性文章，是对口语文饰加工的成果，应称为笔，两者有所区别。反映了当时人爱好辞采之美的风气。认为“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见王微《叙画》），图画中蕴蓄着神妙之理。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颜光禄集》。


王微
 （415—453）　南朝宋画论家，字景玄，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早年曾为司徒祭酒、太子中舍人、始兴王友等职。后以不乐仕宦，乃屡次谢绝荐举，隐居读书十余年。认为自然美是“太虚之体”，即宇宙妙谛的体现。山水有“形”而“融灵”，在感性形象中融有神灵妙趣。自然美能使人“心动变”，“神飞扬”，“思浩荡”，通过想象与情感的飞扬高举，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虽“金石之乐，珪璋之琛”，不能与之相比。而描绘山水，并非出于“案城域、辩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的实用目的，而是为了“效异山海”，再现自然美，表现画家的审美感受。认为作画时不“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叙画》），山水画不仅是人工的产物，也是神理的表现。指出：“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与从弟僧绰书》）表现了以悲怨之情为美的审美趣味。清严可均辑其遗文，载《全宋文》一九。《叙画》一篇，载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


王僧虔
 （426—485）　南朝齐书法家。字简穆，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历仕宋齐二朝，官至侍中。其书法厚朴有气骨，影响及于唐宋。曾搜集整理汉以来著名书家作品，认为书法之美为“天然”与“功夫”、“放纵”与“规矩”、“骨力”与“媚好”并重（见《论书》）。“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笔意赞》）笔画形体须表现内在的风神气韵。作书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同上）。在意存笔先、技巧纯熟的基础上，追求“神采”，不凝滞于局部形体。指出在美好多姿的笔画形体中运行的生动有力的气势，是作者的功夫与其气质、情思的统一。认为书法美与色彩、音乐以至自然风景之美有相通之处。亦精解音律。对当时流行的通俗乐曲表示不满，曾上书要求朝廷音乐机构整理肄习旧乐，表现了崇尚雅正的音乐趣味。著作有《论文》、《书赋》、《笔意赞》等。


沈约
 （441—513）　南朝梁文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二代，又助梁武帝登位，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后曾任尚书令、左光禄大夫等。擅长诗文。齐永明年间（483—493），与王融、谢朓等人倡导以“四声”、“八病”为主要内容的声律理论，使诗文声调的变化流美、和谐动听，做到“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使得“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形成“永明体”。作《宋书·谢灵运传论》，除标举声律理论外，还叙述了自屈原至南朝刘宋时期的文学发展历史，对历史上著名作家进行审美的评价，概括一时代作品的共同风格。指出建安作家“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气质为体”，即抒情色彩浓厚，感情表达爽朗有力，语言开始讲求词采华丽但不过分，具有文质彬彬的美好风貌；西晋作家潘岳、陆机等“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即意旨丰赡，文辞富丽。著作有《晋书》、《宋书》、《齐纪》、《宋文章志》、《四声谱》及文集等，除《宋书》外，俱已亡佚。明人辑有《沈隐侯集》。


刘勰
 （约465—约532）　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东晋以后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少孤，依沙门僧祐十余年，博览群书。入梁，官至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深为萧统所爱重。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撰《文心雕龙》，认为美是宇宙本体“道”的体现。“日月叠璧”、“山川焕绮”等。自然界种种色彩、声音之美“盖道之文也”，是客观事物固有的性质。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人必有语言文辞，语言文辞具有美的性质，这合乎“自然之道”，是“道”的体现。人文的最高表现为圣人文章，即儒家经典。“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心雕龙·原道》）。认为人对于外物的审美观照是一个物我交融的过程，“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其情感融入审美对象，由对象产生兴会，获得审美感受。人的审美活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在时间、空间上具有广阔性，可以突破直接经验的限制。“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用象通”，“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同上），审美想象与外物形象紧密结合，产生“意象”（同上）。“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同上），想象又是充满情感的过程。进行审美想象，“贵在虚静”（同上），须集中精神，“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文心雕龙·养气》）。作家的想象活动，“辞令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神思》），与语言紧密结合，其创作乃是“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的过程。“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同上），言意之间常常存在矛盾。认为文章写作应遵循“宗经”与“变骚”相结合的原则。在学习儒家经典“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优点的基础上，吸取《楚辞》抒情动人、写景逼真、文辞美丽、风格奇伟等长处，便可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达到较理想的审美要求。首次将“风骨”概念引入文论。认为文章“意气骏爽”，“述情必显”，“结言端直”，“析辞必精”，再恰如其分地饰以文采。便可如“藻耀而高翔”之“鸣凤”（《文心雕龙·风骨》），兼具明朗劲挺和采丽之美。总结文学创作中“以复意为工”、“余味曲包”和“以卓绝为巧”、“自然会妙”（《文心雕龙·隐秀》）“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文心雕龙·物色》）的美学表现，提出“隐”、“秀”概念，触及审美意象多义性和鲜明生动性的问题。认为文章之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附质”而“质待文”，二者相互依存。而内容居于主导地位，反对“为文而造情”。“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情采》）。但重视语言文辞形式美诸要素如对偶、声律、用字等，指出风格是作家“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的独特个性的表现。它取决于“才”、“气”、“学”、“习”等先天和后天因素。归纳出典雅、远奥等八种风格类型。认为不同文体亦各具风格特点，“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文心雕龙·定势》），同一时代作品，往往有其共同特点而形成时代风格，如东汉之“斟酌经辞”，建安之“梗概而多气”，东晋之“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等。在鉴赏和批评上，要求批评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能够欣赏多种形态的美。“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进行大量的鉴赏、批评实践；并进行比较，“阅乔岳以形培[image: ]
 ，酌沧波以喻畎浍”（《文心雕龙·知音》），提高审美能力。著作今存者除《文心雕龙》外，只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


钟嵘
 （约468—约518）　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历仕齐、梁二朝，官至晋安王（萧纲）记室，世称“钟记室”。著《诗品》评论古今五言诗人。继承前人观点，认为诗人感于外物，“摇荡性情”，遂发而为诗。强调诗的审美作用。认为诗人喜悦、哀怨之情激荡于胸中时，可用诗歌“吟咏情性”，以得到感情上的平静。尤重诗歌抒发仕途失意、离家远戍、两地相思等哀怨之情的作用。在诗歌的审美标准上，提出“滋味”说，主张诗歌“干之以风力”，感情表达明朗而富于感染力，有“凄怆”、“悲凉”的悲剧性情感的动人力量；“润之以丹彩”，有“辞采华茂”之美；参酌使用兴（“文已尽而意有余”）、比（“因物喻志”）、赋（“直书其事，寓言写物”）三种艺术手法。提出“直寻”的概念，要求诗人对于事物之美有真切感受，并以自然明朗的语言加以表现。认为当时诗中大量用典不符合诗歌“吟咏情性”的需要，破坏了诗的“自然英旨”之美。强调诗歌语言“音韵铿锵”，自然流畅，但反对沈约等人倡导的声病说对作者的拘谨。其以“味”论诗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文学艺术理论有深远影响。著作有《诗品》。


谢赫
 　南齐画家、绘画理论批评家。擅长人物画。所画仕女装饰华丽，描绘细致，为时人所效慕。其绘画美学思想认为绘画能“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具有政治教化和记录人物事实的功能。提出绘画创作和批评的审美标准“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采；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或作“传模移写”）。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最受重视者为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要求所画人物生动有神，用笔劲健有力，使画面富于活跃的生命力之美。著作有《古画品录》。


萧统
 （501—531）　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长子。武帝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未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好文学。引纳才学之士，常与学士讨论典籍，写作诗文。曾编选五言诗总集《古今诗苑英华》（已佚）。又编有《文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重视文学的审美性质和作用。认为实用文体“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文选序》），均有审美娱乐作用。肯定文学由简单质朴趋于繁复美丽的发展规律。认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同上），注重“翰藻”，是文学区别于学术性著作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但亦不可过分华艳，应做到“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具有既丽且雅的艺术风貌。指出自然风物能使人“触兴自高，睹物兴情”（《答晋安王书》），而亲朋聚散、宾从游乐等社会性的生活内容也是激发审美情感和创作欲望的重要条件。在评价陶渊明作品时，称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而且“辞采精拔，跌宕昭彰”，“抑扬爽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具有情感动人、表现明朗、率直真切的优点，因而能使读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同上），通过审美达到培养高尚情操的目的。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美学思想集中表现于《文选序》。


萧绎
 （508—554）　即梁元帝。字世诚，小字七符，自号金楼子。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在位三年，后被西魏军杀。博览群书，爱好文学，工书善画。时人谓之“三绝”（诗、书、画）。在文学创作上，热衷于淫辞艳语的宫体诗。在文艺美学思想上，注重声色藻绘之美。强调音律必须“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文字必须“绮縠纷披”，情调、风格必须“情灵摇荡”、“流连哀思”（《金楼子·立言》）。在区分古代“儒”与“文”、当代的“儒”、“学”、“笔”、“文”的问题上，阐明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既区分了学者和文学家，也区分了笔札、论文与诗歌散文的体裁。认为只有富于感情色彩，可供吟咏的诗歌、散文，可以称为文学作品。指出“文”的基本审美属性是“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表现作家的审美情感、意兴；在形式上的审美特征是辞采靡丽，声律谐美。认为主要用于说理叙事的“笔”，则只是在构思、布局及修辞方面运用一定的艺术技巧，和“直言之言，论难之语”不同，因而不属于文学的范畴。他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描述，较之前人只注重有韵与无韵的区分，在认识上有所进步。在绘画美学思想上，相传为他所作的《山水松石格》，从山水画整体出发，主张“设奇巧之体势，写山水之纵横”，并要“格高而思逸”，表现于“笔妙而墨精”的形式美之中，而且要达到“炎绯寒碧”的色彩效果，表现“秋毛冬骨，夏荫春英”的四时典型景色。其“格高”和“思逸”、“笔妙”和“墨精”的美学思想，把中国绘画的“用笔”和“墨色”提高到重要位置，丰富和发展了谢赫“六法”中“随类赋彩”的审美原则。生平著述甚多，皆散佚。今存《金楼子》辑本。明人辑有《梁元帝集》。


颜之推
 （531—590以后）　北齐文学家。字介，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东晋以后，世居建康（今南京市）。初仕梁元帝为散骑侍郎。西魏破江陵，为魏军所虏，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齐亡后，又历仕周、隋两朝。曾作《颜氏家训》，其中《文章》等篇反映了他的文艺美学思想。认为文章可使读者“陶冶性灵”，“入其滋味”（《文章》），获得美感享受。作者写作时“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同上），沉浸于兴致盎然、精神世界自由高扬的心理状态中，也可得到高度的愉悦。又说琴艺亦“愔愔雅致，有深味哉”，“足以畅神情”（《杂艺》）。认为创作与积累学问不同，“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文章》）。触及了艺术思维和运用语言文字的特殊才能问题。主张文章以内容为本，文辞应为表达内容服务。不满当时过重辞藻的倾向，希望加以改革。认为理想的文体应兼具古今之长，即在“宏材逸气，体度风格”方面继古人之长，在音律和谐、对偶工整等方面取今人之美。称赞“蝉噪林逾静，鸟鸣谷更幽”为“文外断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为“宛然在目”（同上），反映出对以鲜明形象传达悠远兴味的艺术美已有较自觉的认识。著作尚有《冤魂志》等。

隋唐五代


姚最
 （537—603）　隋绘画评论家。字士会，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南朝梁末，随父在江陵。西魏破江陵，乃随父入长安。后仕于北周，为齐王宇文宪水曹参军，掌记室事。入隋，为太子门大夫、蜀王杨秀司马。曾撰《续画品》，认为“丹青妙极，未易言尽”，而绘画鉴赏、批评亦须具有高度审美能力，“摈落蹄筌，方穷至理”（《续画品序》）。认为绘画亦按由质趋文的规律发展，“质沿古意，文变今情”（同上）。评画重“气韵”、“神气”与笔力，推崇有“不加点治”的“神妙”和有“情趣”的绘画，不赞赏“意在切似”、“笔路纤弱”的作品。著作另有《名书录》、《梁后略》，均佚。


智永隋
 　书法家。名法极，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人，人称“永禅师”。王羲之七世孙，大约在梁、陈、隋之间。书艺精熟过人，擅长正、草书。相传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送浙东各寺庙。唐张怀瓘《书断》称：“智永章草、草书入妙，隶入能。”并评其书：“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苏轼《东坡题跋》评其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清何绍基认为：“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于山阴棐几直造单微，惟有智师而已。”（《东洲草堂书论钞》）强调了智永继往开来的作用。有《真草千字文》墨迹本及刻本存世。


欧阳询
 （557—641）　唐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仕隋为太常博士。唐贞观初官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工书法，自成一家，人称“欧体”。为唐初四大家之一。在美学上，继承道家美学审美心胸的理论，提出：“澄神静滤，端正己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传授诀》）主张“意在笔前，文在思后”，以笔中有意，笔笔生意作为书艺的追求。论书讲究“合度”，提出：“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同上）。又提出书法“八诀”之说。编撰有《艺文类聚》一百卷。


虞世南
 （558—638）　唐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初仕陈、隋。入唐，历著作郎、秘书监等，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书法得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亲传，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认为书法“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笔髓论·契妙》），其美妙来自天地之气、万物之象，通达性情，变化精微。其玄妙“必资于神遇”，其机巧“必须以心悟”，通过微妙的审美思维活动才能领略。学书当“志意专精”，刻苦练习，又须“通灵感物”，加以审美的妙悟；当求其内在的“雅趣”、“真意”，不能只拘执于字形。强调书法的艺术构思：“欲书之时，当收视返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笔髓论·契妙》）。须集中精神，心澄气定，以求审美思维的积极活跃。强调“兴”即创作兴会的重要。“但先缓引兴，心逸自急也。仍接锋而取兴，兴尽则已。”（《笔髓论·释草》）兴会虽须淋漓高扬，但引发却须“心逸”，在松弛安和的心理状态下俟其自然趋于高潮。在书法的审美标准上，认为须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太缓而无筋，太急而无骨，侧管则钝慢而多肉，竖管则乾枯而露骨”，当巧妙周旋于缓急侧竖之间，做到“粗而不钝，细而能壮，长而不为有余，短而不为不足”（《笔髓论·指意》）。书法论著有《书旨述》、《笔髓论》、《劝学篇》等。


张旭
 　唐书法家，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官至金吾长史。工诗书，晓精楷法，尤以草书最为知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诗句；故史称“草圣”。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对其书法作品的美学情趣与其精神气质有较高评价。传世碑刻有《郎官石记》，相传墨迹《草书古诗四帖》也为其手书。


孔颖达
 （574—681）　唐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生于北朝，少时曾从刘焯问学。隋大业初，授河内郡博士。到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曾奉唐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在美学上，明确把“情”、“志”统一起来，解释“诗言志”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者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毛诗正义》卷一）提出“志”并非人心中所固有，而是受到外物感染的结果。“志之所适，外物感焉”。“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同上）。强调：“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在《毛诗序》疏中，解释《诗》之“六义”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认为“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形成。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卷一）。明确了《诗》之“三体三用”的特性，对后世诗学、美学有较大影响。


王通
 （约585—617）　隋学者。字仲淹,卒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西游长安，见隋文帝献《太平策》，不见用。后曾以太学博士、著作郎征，均不就。退居于河汾之间，授徒著述为业。在哲学上肯定天命，但又重视人事，认为“人事修，天地之理得”（《中说·魏相》）。在美学上，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教作用。提出学必“贯乎道”，文必“济乎义”（《中说·天地》）；“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中说·王道》）。主张诗歌须发挥“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辩得失”的作用（《中说·天地》）。对文艺审美作用则表示轻视，认为艺术技巧方面的讲求（如诗歌之讲求声律等）均属“末流”。评论作家作品也多从政治和修身角度出发，于南北朝著名作家多持否定态度。赞扬“古之文也约以远”，批评“今之文也繁以塞”（《中说·事君》）。其观点虽褊狭，但反映了政治上结束长期分裂、形成统一局面后统治阶级对于文学艺术的强烈功利要求。著作今存《中说》，系其门徒、后人整理其言语、事迹而成，有夸饰错乱处，但大体上仍反映其思想。


褚遂良
 （596—658或659）　唐书法家。字登善，褚亮之子。祖籍河南，晋时移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官至吏部尚书、左仆射，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曾任唐太宗侍书，鉴定内府墨迹，编定《右军书目》。其书法继二王（羲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以后，别开生面。晚年楷书丰艳流畅，变化多姿，对后世影响甚大。后人把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碑刻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等。


李世民
 （599—649）　即“唐太宗”。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公元626—649年在位。在美学上，主张“声无哀乐”，提出：“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见《贞观政要·礼乐》）提出“夫字以神为精魄”，“以心为筋骨”，以“神气冲和为妙”，强调“心合于气，气合于心”，“思与神会，同乎自然”（见《佩文斋书画谱·唐太宗指意》）。认为心正则字正，“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仆”（见《书法钩玄·唐太宗论笔法》）。主张临古人之书，“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见《佩文斋书画谱·唐太宗论书》）。有文集四十卷，《馆阁书目诗》一卷，《凌烟阁功臣赞》一卷。


慧能
 （638—713）　一作惠能。唐代僧人，中国佛教禅宗六祖。禅宗南宗创始人。俗姓卢。原籍范阳（郡治在今北京城西南），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一说咸亨年间）往拜黄梅弘忍门下。初作“行者”，在碓房舂米，随众听法。后曾作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据《坛经》，一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主张顿悟。深得弘忍器重，密授法衣。回归岭南后隐居达十六年。仪凤元年（676年，一说武则天垂拱年间），在南海法性寺遇印宗法师，得以落发，由智光律师临坛授具足戒。次年回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传顿悟法门。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佛性论与顿悟说。所弘扬的“无住无相”、“空有两忘”以及顿悟等中国化的佛学思想，为唐代以后的中国士大夫广为接受，对中国诗歌、绘画美学思想影响极大。门人法海集其言行，汇编成书，名《六祖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后来禅宗的“宗经”。


惠能
 　即“慧能”。


杨炯
 （650—？）　唐文学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有文名，称初唐四杰。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任校书郎。迁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后被牵累，左迁梓州司法参军。任满返洛阳，曾任教于宫中习艺馆。后又出为盈川县令，世称“杨盈川”。其诗、赋、骈文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精工，风格明丽。诗歌多有情感充沛、气势豪放之作，曾作《王勃集序》，对王勃以其创作实践改革文风，使“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的功绩评价甚高。批评“争构纤微，竞为雕刻”、过分讲求细巧的语言形式美的文风，使得文章“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认为理想的作品应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应既有美丽的语言，又有充实、壮健的整体之美。著作有《盈川集》。


李嗣真
 （？—696）　唐画家。字承胄。赵州柏（今河北赵县）人，一作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西南）人。曾任许州司功、御史中丞、知大夫事。后遭酷吏来俊臣陷害，流配岭南。通晓音律，兼善道家阴阳学术。工画鬼神。其绘画美学思想，认为绘画应形神兼备，因而赞赏董伯仁、展子虔“动笔形似，画外有情”，“欣戚笑言，皆穷生动之意，驰骋弋猎，各有奔飞之状”（《续画品录》）。赞赏阎立本、立德兄弟的人物画“尽该毫末”，又能“备得人情”。重视画家熟悉审美对象和主观审美情思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指出董、展的山水画和“簪裾之仪”表现效果较差，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地处平原，阙江山之助”，又兼“迹参戎马，少簪裾之仪，此是所未习，非其所不至”（同上）。又认为顾恺之比陆探微等人高明，是由于顾“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把“造化”与“神会”作为审美创造过程的一对审美范畴来使用。在评价顾恺之、张僧繇、郑法士等画家创作中，开始使用谢赫“六法”的审美命题和概念，并提出“骨气”、“神气”、“风韵”、“风格”、“天才”等审美范畴。著作有《诗品》、《书品》、《画品》及《画后品》（一名《续画品录》）等。


陈子昂
 （约659—700）　唐诗人。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光宅进士。曾任麟台正字、右拾遗等职，世称“陈拾遗”。曾多次向武则天上疏陈述政见，又曾两度随军赴边，考察边防状况，后辞官归里，被诬陷，死于狱中。其诗颇有关心现实、感慨深沉、苍凉壮阔之作，而语言多质朴。对于扭转齐梁诗风、开创新的创作风气甚有影响。在美学思想上，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提出新的诗歌美学要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一味追求表面、浮浅的美，而没有深沉的思想情感。主张诗歌创作继承“风雅”“兴寄”即《诗经》关心现实、美刺讽谕的精神。提倡“汉魏风骨”，倾慕“建安作者”，要求诗歌“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具有劲健爽朗、生气勃勃、光彩焕发之美。这一主张是盛唐时期崇尚雄浑阔大的审美理想的前奏。有《陈伯玉集》。


刘知幾
 （661—721）　唐史学家。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曾任左史、凤阁舍人、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均兼修国史，前后达二十余年。在研究史书写作时，涉及叙事原则，反映出其美学见解。认为史书首先应真实可信，在此基础上再要求做到“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读者“味其滋旨，怀其德音”（《史通·叙事》）。史书文笔当“温雅”、“简质”，有“微婉之风”，不可矜炫文彩。记录历史人物的语言，必求“近真”，符合其生活的时代、方域和人物的性格、文化修养、说话时的具体情景等，使之若出其口；作史者不可以自己的审美趣味加以修饰，去俗求雅，以致“失彼天然”（《史通·言语》）。叙事当栩栩如生，如在耳目之前，尤赞赏“简要”、“用晦”的表现，即做到“文约而事丰”，“事溢于句外”，“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史通·叙事》）。著有《史通》，为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


李邕
 （678—747）　唐书法家。字泰和，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工文善书，尤擅行楷写碑，取法二王（羲之、献之）而有所创造，笔力沉雄，自成面目，对后世影响较大。反对学书一味模仿，曾自言：“学我者死，似我者俗。”存世碑刻有《岳麓寺碑》、《李思训碑》等。文集已佚，明人辑有《李北海集》。


王昌龄
 （约698—约756）　唐诗人。字少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说太原（今属山西）人。开元进士，曾任校书郎、汜水县尉、江宁县丞等职，世称“王江宁”。后贬龙标县尉，安史之乱中北归，为亳州刺史闾丘晓所杀。擅七绝，边塞、宫怨之作尤为脍炙人口。著有《诗格》（一说有《诗格》、《诗中密旨》），但其真伪问题，今日学术界尚有争论。强调艺术构思的重要，认为作者“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须进入忘我境界，不可有所拘束。构思过程即外物与作者主观精神相互交融的过程：“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同上）。提出艺术思维中“境”的概念：“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同上）作者须清晰地想象出所欲表现的种种景象，如置身于其境界中。然后“以境照之”，在此“境”的笼罩之下写作。又将“境”概括为“物境”（自然景物构成之境）、“情境”（欢乐愁怨等情感构成之境）、“意境”（某种意趣、理趣构成之境）三者。从文学创作的审美角度，具体分析了诗歌创作中情感与景物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单是“言意，则不清及无味”；单是“言景，亦无味”；“须景与意相兼始好”（见《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虽景、意均有，但“相兼不紧”，仍“无味”（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又指出诗中有移情入景的写法。如写琴声之清幽，言“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写哭声之哀切，言“愁云为苍茫，飞鸟不能鸣”。此种表现方法的心理基础，仍在于物我交融：“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见《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又认为诗每至结束，“常须含思，不得令语尽思穷”。有的诗结尾处“上句为意语”，下句写景而“与深意相惬”，便具有此种余味不尽的效果。另有《王昌龄集》。


王维
 （701—761，一作698—759）　唐诗人、画家、音乐家。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属山西），其父迁家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开元进士，为太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任右拾遗、荆州长史、给事中等职。安史之乱为叛军所获，署以官，长安收复后乃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复累迁至给事中。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擅长山水田园诗，写景精细，富有神韵。作画精山水松石，尤工平远，亦长于人物。苏轼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又誉其画“得之于象外”（《王维吴道子画诗》）。董其昌等人倡画分南北宗之说，以他为南宗之祖，言“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世传其所作《画学秘诀》（或题为《山水诀》、《山水论》两篇），自清人赵殿成以来，多以为系后人所作而托名王维者。推崇水墨山水画，认为“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强调“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要求画家“先看气象，后辨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在心中形成意象，然后才动笔绘出。指出画家应通过自然景物的不同变化和审美主体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把握其中的奥秘，即“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认为画山水应注意表现自然景物在四季、朝夕、晴雨等不同条件下的个性；把握林木或远或近、或“嫩柔”或“硬劲”、或“生土上”或“生石上”以至于不同树种的不同特征，予以真切的描绘。又说“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表现了追求萧疏淡远的美学趣味。有《王右丞集》。


李白
 （701—762）　唐诗人。字太白。自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唐时属安西都护府，在今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他即于此出生。幼时即内迁居于绵州昌隆青廉乡（在今四川江油）。玄宗天宝初至长安，为贺知章所称赏，誉为“谪仙”。待诏翰林院，世称“李翰林”。不久即遭谗去京，南北漫游。安史乱起，永王李璘邀入幕宾，被牵连入肃宗与李璘的矛盾之中，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寓江南，病卒于当涂。其诗作抒发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愤，表现对权贵的蔑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反映其深刻的内心矛盾，情感炽烈，气势奔放。亦长于写景，尤以描绘雄伟奇险的山水最具特色，体现出对于惊心动魄的崇高美的爱好。在诗歌美学上，主张发扬“正声”（《古风》之一），继承《诗经》关心现实、有益世用的传统；反对建安以后绮靡的诗风，“自从建安后，绮丽不足珍”。强调诗作应表达诗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在文与质关系上主张“文质相炳焕”。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良宰》）的“天真”（《古风》三十五）之美；推崇建安风骨（《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即劲健爽朗的风骨之美，反映了盛唐时代的审美理想。有《李太白集》。


颜真卿
 （709—785）　唐书法家。字清臣，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迁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开元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平原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太师等，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其书初学褚遂良，又从张旭得其笔法，后独辟蹊径，融篆意入书，以“颜体”楷书自成一家。汲取初唐各家之长，采篆隶和北魏之笔意，笔体遒劲、雄健，气势恢弘、雄浑，颇能体现书法、人格与大唐时代精神气质的融合。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朱长文《续书断》评说其书法为神品：“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传世碑刻有《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传世墨迹有《祭侄文稿》、《自书告身帖》等。


杜甫
 （712—770）　唐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其先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与李白相识。后寓居京师长安近十年，安史之乱后，曾任左拾遗、华州司户参军，不久弃官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后迁居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史称杜工部。晚年买舟出川，病死于湖南湘江途中。在诗歌创作上，继承《诗经》以来的古典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并序》），为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为“诗圣”。艺术风格变幻多端，但以沉郁顿挫为主。他的诗歌，在抒发个人情怀的同时，注重反映时事，深刻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现实的黑暗，表现了对人民的真挚同情，形象地展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而有“诗史”之称。发扬《诗》、《骚》以来的优秀民族传统，要求文艺反映现实，必求“真”。其“真”，一指自然真实，如“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一指主观性情合乎自然的真实，如“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一指经过艺术家典型概括的达到形神统一的艺术之真，如“将军善画盖有神，偶奉佳士亦写真”（《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三者有机联系，反映出其主张文艺以自然之“真”为本，要求达到艺术真实与自然物性及真纯人性的统一。在文艺创作上，提倡以“神”为主、“神”与“法”的统一。“神”既指创作时与形体相对的复杂的主观因素及心理活动，如“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又指艺术技巧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如“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戏韦偃为双松图歌》）。认为“神”偏于艺术的才思和灵感；而“法”则偏于艺术的规则能事，重在后天的学习功夫，“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律”即“法”；艺术创作是“神”与“法”的统一，艺术家的神思和作品的神境，来自人对生活的感受、潜心的思考、环境的感召和技法经验的积累。在艺术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上，反对“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并序》），提倡“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有《杜甫集》。


怀素
 （725—785）　唐书法家。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永州市）人。自幼出家为僧，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与张旭合称“颠张狂素”。历代文人墨客对其推崇备至，李白、戴叔伦、钱起等都有诗歌赞美。唐吕总《读书评》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米芾《海岳书评》说：“怀素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这是对怀素自由不羁、狂放自如的艺术精神的总结。薛绍彭赞怀素草书：“笔力精妙，飘逸自然，非学之能至也。”传世书迹有《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自叙帖》等。


韩愈
 （768—824）　唐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后世称韩昌黎。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言事，被贬为阳山令。赦还后，曾任国子监博士、比部郎中、刑部侍郎等职，因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谥号文，世称韩文公。思想上尊儒而排斥佛老，提倡仁义道德，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相信鬼神天命。提出“性情三品”之说。在文学上，树起复兴儒学的旗帜，以“复古”为革新，反对六朝以来骈俪文风，提倡直言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其散文成就极高，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文兼众体之妙，构思新颖奇特，风格雄劲奔放，气势奔腾变幻，力去陈言，条理畅达，语言精警，卓荦特立，其诗气势壮阔，笔力雄健，避熟求生，新奇险怪。开“以文为诗”风气，对宋诗影响很大。为古文运动提出一系列文学理论。提出“文以明道”。强调读书写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志在古道”，但又“甚好其言辞”，提倡文与道的统一，要求在充实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其艺术光彩。继承和发扬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从文学的抒情特征立论，提出“不平则鸣”的理论，认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社会的压抑导致文学的抗争，因而作品感人更深。重视文章的气势，提出写古文要以气为先，强调“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反对因袭模拟，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认为人“所珍爱者，必非常物”，文学家要有创新精神，“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又提倡“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荆潭唱和诗序》），表现出尚怪的审美倾向。其美学思想对后人影响甚大。著作有《昌黎先生集》。其中《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答尉迟生书》、《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题哀辞后》、《送陈秀才彤序》诸篇，集中体现了其美学思想。


白居易
 （公元772—846）　唐诗人、诗论家。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曾官太子少傅，人称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历任盩厔县尉、翰林学士、左拾遗、左赞善大夫诸职。因上书言事，贬江州司马，后移忠州刺史。长庆中，由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宝历时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其学术思想糅合儒、道、释三家；但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主导。在文学上，曾与元稹一起，从事“新乐府运动”，以恢复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相号召。作有《秦中吟》、《新乐府》等反映现实的讽喻诗，另作有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等，语言通俗、形象生动，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其诗论是传统儒家美学在唐代获得发展的典型。曾作《与元九书》，总结创作政治讽喻诗的理论，成为唐代新乐府运动中最系统的诗论纲领。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文学应该为“时”为“事”而创作。阐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作用，提倡“意激而言质”的讽喻诗的诗风，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强调诗之“六义”，继承“风雅比兴”及诗歌的“美刺”精神，反对六朝以来“嘲风雪，弄花草”的不良文风；但又据此否定了屈原、陶潜、谢朓、李白等人。肯定诗歌有引起感情共鸣的艺术感染力，认为诗歌对上自贤圣，下至百姓，“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诗歌的起源和功用，认为“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人们认识并理顺了气、情、文之间的关系，创造了诗歌艺术，于是使人的自然情声得到美化与升华。这一思想对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有过分强调政治教化，忽视审美价值之处。在音乐美学上，赞赏“唱歌兼唱情”，反对“唱歌惟唱声”。批评当时音乐演唱中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不良倾向，主张“能从意中生”，“别是一家声”（《听琵琶妓弹略略》）。在绘画美学方面，提倡形神兼备的“逼真”（《画竹歌》），主张绘画要有独创性，体现画家独特的审美体验，著作有《白氏长庆集》。


刘禹锡
 （772—842）　唐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字梦得，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与柳宗元、白居易并称“刘柳”、“刘白”。洛阳（今属河南）人。唐贞元进士，授监察御史。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贬为郎州司马，是“八司马”之一，后迁官连州，转徙夔州、和州刺史，太和元年（827）方返回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苏州、汝州刺史等，继迁太子宾客。其诗简洁明快，风情俊爽。咏史怀古之作，感慨遥深，尤为人所称道。在《天论》中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命题，认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人交相胜”。以“理”、“数”、“势”统筹万物，认为“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数存而势生”。论诗提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并认为“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强调诗的意境不离言象，又须超言绝象，其说构成中国诗歌美学意境论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关于诗的创作，还认为，“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又说：“因定而得境，故倏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引》）反映其重虚静意兴的创作思想。在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上，认为“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在古文运动方兴之际，就已清醒看到其可能之流弊：“无不摹古”，“甚者或失于野”，“于书疏独陋古而汩于浮”（《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著作有《刘禹锡集》。


柳宗元
 （773—819）　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故称柳河东。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入京为监察御史里行。参加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改革”运动，任礼部员外郎。改革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在哲学上认为世界万物由“元气”产生，否定“元气”之上还有最高主宰。主张儒、道、佛三教调和，认为佛老“不与孔子异”（《送僧浩初序》）。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散文气势雄健，诗歌艺术幽峭明净，自成一家。在美学思想上，强调人类生活实践和审美态度在美的创造中的作用，认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择恶而取美”，是为了“除残而佑仁”（《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表现出真、善、美统一的美学观念。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针对六朝以来骈文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明确提出“文以明道”，强调文要辨明“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为实现“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认为“明道”须加强作家道德修养锻炼，“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反对因袭，力主独创。认为“道假辞而明”，文章的“立言状物”、“引笔行墨”，力求做到“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以自由抒发为宗。还提出“奇味”的概念，强调文学作品可以表现不同的审美趣味。著作编为《河东先生集》。所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杨评事文集后序》，《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柳宗直西汉文类序》、《答武陵非国语书》、《与友人论为文书》、《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集中体现了其美学思想。


柳公权
 （778—865）　唐书法家。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书法初学王羲之，旁参初唐诸名家，尤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体势遒健，结构劲紧，自成面目。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唐穆宗尝问柳公权笔何尽善，柳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改容，知其笔谏也。存世书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有《神策军碑》、《玄秘塔碑》、《金刚经》等。


李阳冰
 　唐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李白从叔。历集贤院学士，官至将作监，人称李监。精研小学，以篆书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颇有影响。有《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一文，阐述其书法美学思想。强调书法艺术形象与自然物象之间有着根本的关联：“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认为书法艺术的“常”、“度”、“容”、“体”、“分”、“理”、“势”等皆取法于自然：“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由此“随手万变，任心所成”，故而书法“可谓通三才之晶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曾刊定《说文》三十卷。著《唐翰林禁经》八卷，论书势笔法所禁，并推原字学，作《笔法论》以别其点画。又著有《论篆》一卷。存世刻帖有 《怡亭铭》、《般若台题名》等。


殷璠
 　唐诗歌理论批评家。丹阳（今属江苏）人。曾举进士。编选盛唐诗人常建、李白、王维等二十四人作品为《河岳英灵集》。批评齐梁陈隋诗作“尤增矫饰”（《河岳英灵集序》），“下品实繁”（《河岳英灵集论》）。指出唐开元后，“声律风骨始备”（《河岳英灵集序》）。重视诗歌的风骨，自称所选诗作“言气骨则建安为俦”（《河岳英灵集论》）。“气骨”即风骨，指直抒胸臆、爽朗劲健、富于生气的阳刚之美。又重视兴、兴象，赞赏对于自然美的敏锐感受，要求做到情景交融，描绘出融汇着诗人情感和审美意趣的物象。重视诗歌语言的声音之美，但反对“专事拘忌”（同上）、斤斤于四声八病。又曾编选唐代丹阳郡十八位诗人作品为《丹阳集》，今佚。


皎然
 　唐诗僧、诗论家。俗姓谢，字清昼，一说名昼。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主要活动于代宗、德宗时期，卒于贞元末。早年于杭州灵隐寺出家，后居湖州杼山妙喜寺。精佛理，兼攻子史经书。与著名文人韦应物、颜真卿、刘长卿等均有交往。称颂诗歌为“众妙之华实，六经之精英”（《诗式序》）。强调审美思维和构思的作用：“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诗式·取境》），“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应苦思冥搜，心驰于常人所不能至、言象所不能传之境。认为构思时心意所至的境界，即决定作品所具的艺术风格：“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诗式·辩体有一十九字》）解释构思中的灵感现象，认为是“由先积精思，因神王（旺）而得”（《诗式·取境》）。论比兴时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诗式·用事》）接触到构思中的形象思维问题。认为诗歌之美虽由苦思而得，但须“无迹”，具有“自然”、“天真”之美。指出要处理好意与言的关系，须以“意”、“情性”为主，“直于情性”，使读者“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才能“风流自然”。尤赞赏“情在言外”、“旨冥句中”，具有“文外之旨”、“含蓄之情”的艺术表现。要求以有限的语言传达无限的“情”、“意”和某种微妙难言的审美感受，虽不直接描写“静”、“远”之景，却能传达“意中之静”、“意中之远”（《诗式·辩体有一十九字》）。重视语言“典丽”之美，要求“情多，兴远，语丽”（《诗式·律诗》）。论述了诗歌创作构思和审美评价中种种复杂因素，指出“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式·诗有二废》），应处理好表现的直接性与巧思、语言的自然朴素与典丽之间的关系，使对立面达到和谐统一；“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诗式·诗有二要》），“至险而不僻”，“至放而不迂”（《诗式·诗有六至》），注意掌握适度；不可“以虚诞而为高古”、“以烂熟而为稳约”（《诗式·诗有六迷》）。首次对诗歌的风格、境界加以分析描述。将诗歌的艺术风貌分类归纳为识理、高古、典丽、风流、精神、质干、体裁“七德”，又分为高、逸、贞、忠等“十九体”。著作有《诗式》、《诗议》、《杼山集》等。


张璪
 　唐画家。璪，一作藻。字文通，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主要活动于代宗、德宗时期。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以事贬衡州司马，移忠州司马。为水墨画创始阶段代表画家，荆浩《笔法记》称其“不贵五采，旷古绝今”。尤工树石山水。元稹《画松诗》称“张璪画古松，往往得神骨”，作画时“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毫飞墨喷，捽掌如裂”（符载《江陵陆侍御宅宴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图》），充满审美激情。曾自言其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卷十），重在体察自然，有得于心，不屑于依傍他人。对中国画论有深远影响。著作有《绘境》一篇，已佚。


朱景玄
 　唐美术评论家。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主要活动于宪宗至武宗时期。曾任太子谕德。赞美图画能“入神”、“通圣”，“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唐朝名画录序》）。认为画“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同上）。因为人物、禽兽“变态不穷”，图画须“凝”其“神”，所以为难。画人不但要求形似，且须“移其神气”，得其“情性笑言之姿”（《唐朝名画录》神品中周昉评语）。主张表现对象生动具体的个性，不可类型化。如绘百兽，须“辨其情性”，画出其“雄毅逸群之骏”、“驯狎顺人之良”；若“状其怒则张口，状其喜则垂头”，成为定则，则未为佳（见《唐朝名画录》妙品上韦无忝评语）。赞誉优秀山水画能做到“风致标格特出”，“意出尘外”，“出于象外”，有超凡脱俗的意致和悠永的韵味（见《唐朝名画录》妙品上王维、王宰评语）。又赞美不拘守师法而以表现对象为“师”、具有真切审美感受的作品。著有《唐朝名画录》（一名《唐画断》），品评画家，于张怀瓘《画断》、《书断》提出的神、妙、能三品之外，增立逸品，以置“不拘常法”的画家，始成后世以此四品评论书画之定格。


符载
 （？—约813）　唐画论家。字厚之，岐襄（今属四川）人。曾官西川掌书记、监察御史。在绘画美学思想上，认为山水画必须反映和表现“万物之情性”，画家不应只以耳目去感知事物，而应以主观心灵去感受客观审美对象，“遗去机巧，意冥玄化”，使“物在灵府，不在耳目”，“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达到自然而然的表现。又提出“神机”的审美概念，表达中国美学的审美激情和创作灵感的思想：“气交冲漠，与神为徒”，“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飚戾天，摧挫斡掣，[image: ]
 霍瞥列，毫飞墨喷，捽掌如裂。”（《观张员外画松石序》）著作有《符载集》。


皇甫湜
 （约777—约835）　唐文学家。字持正，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元和进士，授陆浑尉，曾官工部郎中。其文继承和发展了韩愈诗文的矜奇尚异，并力倡“奇怪”的审美风格和审美标准。提出“使文奇而理正”（《答李生第二书》）的命题，强调文章“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答李生第一书》）认为奇并非有意为之，乃是出于自然。自然界的殊形异态，形之于文学作品，就成为文学作品的奇崛风格。针对将“奇”与“正”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奇虽非正，“然亦无伤于正”，能“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答李生第二书》）。以“文奇而理正”作为追求的美学风格和崇尚的审美理想。嘲讽李翱无力为奇，只能作浅易之文，赞颂韩愈的文章的奇异风格，认为其文“毫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韩文公墓志铭》）。反映了其以奇异为美的思想。其文因过分强调“袭于形貌以为瑰奇”而“外强中干”（清章学诚《章氏遗书·皇甫持正文集读后》）。原有集，已散佚，宋人编有《皇甫持正文集》。


李德裕
 （787—849）　唐政治家、文学家。字文饶，赵郡人（今河北赵县）人。父李吉甫为宰相，以荫补校书郎。历仕宪、穆、敬、文、武诸朝，为李党首领，与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斗争激烈，史称“牛李党争”。武宗时，自淮南节度使入相，力主削弱藩镇。宣宗立，遭牛党打击，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参军，卒于贬所。在美学思想上，赞同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的命题，认为“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提出“鼓气以势壮为美”的观念，强调文章气势之美在于连续不断，又指出抑扬顿挫的生命节奏是造成这种势之美的不可缺少条件：“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文章论》）揭示了欣赏自然山川之美与艺术之美的共同规律，必须动静结合，才能造成审美接受的持续心理。又强调文章主题与中心思想和语言情感的巧妙配合，提倡内在之美和节奏之美，反对沈约的声律之说。提出“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轻重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指出“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适情，不取于音韵”，“意尽而止”，“篇无定曲”（同上）。注重自然美，提出“文之为物，自然灵气”，强调作家的审美灵感，具有“惚怳而来，不思而至”的特征，反对雕琢形式，有意成文的作风。认为“杼轴得之，澹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文章论·文箴》）。反映其崇尚自然的老庄美学观点，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著有《会昌一品集》、《姑藏集》、《次柳氏旧闻》。


杜牧
 （803—852）　唐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太和进士。曾任监察御史，膳部、比部及司勋员外郎，黄、池、睦、湖诸州刺史，官至中书舍人。工于诗、赋和古文，尤擅长七言律绝。推崇杜甫和韩愈，认为文学是为了“铺陈功业，称校短长”（《上安州崔相公启》），应该有益于世。但不满韩门弟子片面发挥儒家圣人的“道”统说，主张以“意”代“道”，提倡以“意”为主，“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答庄允书》）。强调形式须服从内容的需要，文章如不先立“意”，虽然“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同前），毫无审美价值。称颂富有荒诞虚幻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风格，认为诗歌辞采瑰丽，构思新奇，设想诡异，形象鲜明，可以“激发人意”，启发读者的丰富联想。著作编为《樊川文集》。其中《答庄允书》、《上知己文章启》、《献诗启》、《李贺集序》、《唐故平卢节度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等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


孙过庭
 　唐书法家、书论家。字虔礼。一作名虔礼，字过庭。陈留（今河南开封）人，自署为吴郡，故或作富阳人。官率府录事参军。书艺以草擅名，工于用笔，[image: ]
 拔刚健。其书论继承儒家传统，从时代和艺术“古质而今妍”的流动变化及“文质彬彬”的互为表里的思想出发，评述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大书家的艺术为“古今特绝”（《书谱》）。提出“同自然之妙有”（同上）的命题，以说明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象不仅和自然物态相似，而且能表现出宇宙万象的本体和生命（“道”、“气”），具有与造化自然同样完美、生动的性质。第一次明确提出书法艺术最重要的美学特征是表现和抒发书家的主观情性，认为“书之为妙，近取诸身”，“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同上）。强调书家只要“极虑专精”、“傍通”、“博究”，充分掌握书法艺术特有的审美规律和笔墨技巧，便能达到“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同上）的境界。总结书家艺术技巧发展过程为“平正——险绝——平正”。认为“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同上）。强调“骨力”与“遒丽”、“燥”与“润”、“浓”与“枯”、“留”与“遣”应“兼通”、“尽善”，特重“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同上）。认为书家只要完整把握书法艺术的多种辩证关系，就能臻于“完美”、“绝伦”（同上）之妙。著作有《书谱》。


张怀瓘
 　唐书法家、书论家。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开元中，官翰林供奉、右率府兵参军。工书，善真、行、小篆、八分。在美学上，认为天下之文，肇于自然。“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城阙朝仪，人之文也。字之与书，理亦归一。”（《文字论》）书法艺术的创造，正是书家观察、体会宇宙生生不息运动，“合冥契，吸至精”，“齐万殊而一贯”，“因象”而“立形”的结果。强调须经过主客观的相互交融作用，达到“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书断序》）的境界，方可创造出“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的作品。论述了书法艺术的特性与审美作用，肯定它“含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精灵”，具有抒发情感、美化心灵、使人愉悦的审美功能。阐述了书法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特征。认为优秀的书法作品“灵变无常，务于飞动”，“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能使人在书法美的欣赏中产生“骇目惊心，肃然凛然，如可畏也”（《文字论》）的强烈审美感受。指出神妙的书法艺术可使人“遗情未尽”，“运思无已”，“心存目想，欲罢不能”（《书断序》），产生持久的审美愉悦。指责过去书品缺点在以个人“情之爱恶”定“书之臧否”，明确提出评书“固不可文质先后而求之，盖一以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书断下》）。继承孙过庭关于“骨气”和“遒润”相统一的辩证思想，提出“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文字论》），“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议》）的审美标准；又以神、骨、肉论书。指出“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马为驽骀，在人为肉疾，在书为墨猪”（《评书》）。分书法艺术为神、妙、能三品以神品为上。评画以“风神骨气”为最。著有《书议》、《书断》、《文字论》、《书诂》、《评书药石论》。另有《画断》，已佚，今仅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存有引录其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的两段文字。


张彦远
 　唐画论家。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活动于咸通、乾符（860—879）年间。博学能文，善书、画。曾官左补阙、祠部员外郎，大理卿。从书、画最初都有象形性出发，首次提出中国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书画同体”，认为古先圣王，仰观垂象，“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又说，“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仓颉造字定形时，“书画同体而未分”，到“有虞作绘，绘画明焉”（《历代名画记》），书画才分开。继承和发挥《易·系辞》及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的观点，指出绘画具有极大的社会教育功用和特殊的艺术审美功能，认为它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作用，因而“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同上）。山水画表现自然美，能令人“放情”和“怡悦情性”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明确解释南齐谢赫“六法”的美学内涵及其异同。认为“六法”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唯有臻于“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同上），才能使画面“气韵雄壮”，“笔迹磊落”，成为“神异”之作。强调艺术的含蓄美，反对画物“历历具足”，“甚谨甚细”，力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崇尚“自然”之美，以“自然”为艺术美的最高准则和理想。认为“自然”美即不待画家作形式加工而具有的自然天性之美。立画有五等：“自然”、“神”、“妙”、“精”、“谨细”，以“自然者为上品之上”（同上），指出“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同上）。第一次用“妙悟”一词概括审美观照的心理特点，提出绘画艺术欣赏心理是“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同上）。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著作有《历代名画记》。另编有《法书要录》，汇辑选录自汉至唐历代书论之文，是中国第一部书法艺术论文总集。又撰《闲居受用》，《彩笺诗集》，皆佚。


司空图
 （837—908）　唐诗人、诗论家。字表圣，自号知非子，又号耐辱居士。河东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咸通进士。历任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及知制诰诸职。黄巢农民军破长安后，逃离京师，昭宗召为兵部侍郎，以病乞还。后隐居中条山王官谷。其思想融合儒、道、释三家。前期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隐居后则以道家（杂有佛家禅宗）遁世思想为主。其诗既有消极遁世、悠游闲适之吟，也不乏议论时政、慷慨寄托之作。在诗歌美学上，受老庄之“道”及魏晋玄学的影响，认为诗歌意境之美，必须体现无形无迹的宇宙本体和生命。美源于作为精神性本体的“道”，同时又体现于世界的具体事物之中。因而“道不自器，与之圆方”（《二十四诗品·委曲》）。从创作论角度提出审美主客体天然凑泊、妙契无间的“意象”论。“意”指诗人的主观情志，“象”指客观物色。“意”与“象”融合和统一，产生形神兼备的“意象”，是创造艺术形象和诗歌意境的艺术思维过程。认为诗歌意境的创造，以生活中的事物（“真迹”）为依据；但诗人脑海中的“意象”，则比生活“真迹”更绚丽动人，“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缜密》）。从批评和鉴赏的审美角度提出“韵味”说，“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可以言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诗歌须“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才能有韵味，达到“思与境偕”与“万取一收”的艺术诣极。追求诗歌的朦胧、蕴藉、含蓄之美，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象外之象”（《与极浦书》）。承认美的多样。其《二十四诗品》，继承和发展了中唐皎然《诗式》十九字的“辨体”法，扩大为二十四品，并运用象征手法，形象描绘了二十四种风格美。对严羽的“妙悟”说、王士禛的“神韵”说等，影响颇大，著作有《司空表圣文集》、《司空表圣诗集》，及诗论专著《二十四诗品》。


荆浩
 　五代后梁山水画家、画论家。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为避战乱而隐居于太行山洪谷，躬耕而食，自号洪谷子。为人博雅高古，通经史，能诗文。工画佛像，尤妙山水。皴钩布置，笔意森然，为后世所师法，在画史中与其学生关仝并称“荆关”。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唐以来山水画的创作经验，强调批判继承，融会贯通，另辟蹊径，以见创新之妙。提出一些高度概括的美学范畴，指出艺术美源于自然美，但比后者更“真”更美。“画者，度物象而取其真”。山水画家，必须深入自然山水，如实而画。只有仔细观察自然，才能把握“物象之原”、山水之“性”，进一步化为绘画之美，以“取其真”。要求表现自然的内在生气神韵和作者的审美情趣，认为“真”是“形”与“神”的辩证统一。论述了“华”与“实”的关系。认为“画者，华也”，“华”即美，是艺术的首要条件，“实”指客观自然的生气、神韵或性情。“华”以“实”为基础，“不可执华为实”，“华”与“实”的统一，构成绘画艺术审美意象的无限生命活力。总结山水画创作的具体艺术规律，提出：“六要”，即“气、韵、思、景、笔、墨”六个基本要素或标准，表现出对于艺术想象和形象思维的认识；“四势”，即“筋、肉、骨、气”，用以具体形容绘画技法；“二病”，即“有形”与“无形”，作为审美鉴赏与品评优劣的理论根据，认为“树高于山”一类的“有形”之病，为构图技法问题，尚可修改纠正；而“气象俱冺，物象全乖”的“无形”之病，为丧失内在艺术生命问题，“不可删修”，无可救药。其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有较大影响。著作有《笔法记》。


欧阳炯
 （896—971）　一作欧阳迥。五代宋初文学家。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少仕前蜀王衍，为中书舍人。又仕后蜀，官至门下侍郎。后从孟昶降宋，曾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官至散骑常侍。所作词多写艳情，是花间派重要词人。在美学思想上，重辞藻声律之美。认为“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序》）的花间派作品最美。在绘画美学思想上，以为绘画之美，在于形似气韵兼备。指出：“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把“气韵”看作“质”、“实”，而把“形似”看作“文”、“华”，有其独到之处。主要作品收入《花间集》、《尊前集》中。

宋金元


黄休复
 　北宋学者。字归本，江夏（今湖北武昌）人。通春秋学，蓄书画，好道术丹药，鬻丹养亲，行达于世，所居自号“茅亭”。久住成都，和其时蜀中文人及画家等友善。将画分为逸、神、妙、能四格，置“逸格”于首位，并分别阐明四格各具的美学内涵。特别强调“逸格”为“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由于意表”（《益州名画录》）。是对唐张彦远概括的“自然者”、“神者”、“妙者”、“精者”、“谨而细者”的发展，反映了一部分画家、画评家、画论家自唐宋以来，开始从重“再现”转向重“表现”的文人画艺术审美思潮的重大变化。著作有《益州名画录》，另有《茅亭客话》。


范仲淹
 （989—1052）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大中祥符进士。曾官秘阁校理、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因耿直敢谏，贬为饶州知州。西夏兴兵犯边，应召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后召回京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提出政事革新主张。为仁宗采纳，史称“庆历新政”。旋遭贵族官僚反对，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知邠州。后在赴颍州途中病逝。谥文正。在美学思想上，认为文艺对社会有用，“得失之鉴存乎《诗》”，“万物之情存乎《乐》”（《上时相议制举书》），优秀的文艺作品均能“移风易俗”，“顺时而设教”，“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悦万国之心”（《今乐犹古乐赋》），甚至可“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上时相议制举书》）。以礼教治政为文，反对西昆体形式主义绮靡文风，强调文艺作品应仰“主乎规谏”，俯“主乎劝诫”（《唐异诗序》）。认为文艺作品虽有古今之分，但不能以此定优劣，“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乐，岂今昔之殊伦？”（《今乐犹古乐赋》）在音乐美学思想上，认为圣人作琴，“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后人“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提出“皇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与唐处士书》）著作有《范文正公集》。


梅尧臣
 （1002—1060）　北宋诗人。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其为宛陵先生。少时应进士不第，后历任主簿、知县、节度使判官等职，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其诗风深远古淡，为宋诗之先导，自立一宗。在诗歌美学思想上，继承白居易关于“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针对“西昆体”内容空虚的流弊，提出诗歌应因事、因物而作：“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强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在艺术技巧与风格表现上，要求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见《六一诗话》）。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为善，以“平淡”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指出审美情感在诗歌创造中的作用，认为诗人喜怒哀乐均可得诗，但其辞各异，“喜而得之其辞丽格”，“怒而得之其辞愤格”，“哀而得之其辞伤格”，“乐而得之其辞逸格”（《续金针诗格》）。又提出“物象明则骨健”，“意圆则髓满”的审美标准，对于北宋诗歌创作的革新，扭转“西昆体”的不良倾向，具有重要作用。著作有《宛陵集》。诗歌美学思想，主要见于《梅氏诗评》、《续金针诗格》等著作之中。


欧阳修
 （1007—1072）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进士。嘉祐六年（1061）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兵两部尚书。为宋代散文大师，其诗词风格婉丽疏适。书法艺术，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在美学思想上，继承韩愈、柳宗元的美学思想，重道而不废文，认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文忠公文集·答吴充秀才书》）把“道”与“百事”相联系，强调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反对一般人以“文士”自居，而忽略“道”，甚至“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道不能代替文，“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上，提出有“娱意于繁华”与“放心于物外”亦即“富贵者”与“山林者”的不同审美态度：“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浮槎山水记》）在诗歌美学思想上，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强调自然平淡，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对宋代诗歌的审美趋势影响颇大。在绘画美学思想上，崇尚“萧条淡泊”的审美意境，但认为即使“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鉴画》），揭示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的矛盾。把“意”这个审美范畴提高到绝对的境界：“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盘车图》）在书法美学思想上，主张“静中之乐”（《学书·静中至乐说》），在静中追求审美愉快；认为书法艺术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学真草书》）。曾作《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评论诗歌的表现形式。著作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邵雍
 （1011—1077）　北宋哲学家。字尧夫，别号伊川翁，谥康节，世称康节先生。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先居共城，后居洛阳。与旧党富弼、司马光等交往密切，受举荐而不仕，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又称之为百源先生。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同称北宋五子。哲学思想上，为理学象数学派创立者，认为宇宙之本源是“太极”或“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美学思想上，以道学家关于“道”、“性”、“心”、“身”、“物”的学说为基础，提倡以理观物，否认感官的形象直觉对于审美过程的作用：“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皇极经世·观物内篇》）承认“以物观之”与“以我观物”之间的对立，认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同上），而诗人则常过分夸大“情”的作用，不善节制，“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并强调“情之溺人也甚于水”（《伊川击壤集序》）。从“吟咏情性”的古典美学出发，坚持儒家传统美学观，要求诗人“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不为“情”所“累”（同上）。看到情感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可塑性。《史画吟》：“诗史善记意，诗画善状情；状情与记意，二者皆能精。”又说：“诗画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伊川击壤集》卷十八）并充分肯定艺术的审美价值：“状情与记意，二者皆能精。”（《史画吟》）提出以“人心”与“天意”的主客观联系，补充儒家“诗言志”论：“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人和心尽见，天与意相连。论物生新句，评文起雅言。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镌。”（《谈诗吟》）说明诗歌创作的灵感，起于自然和人心的契合。在形式美方面，要求“不止炼其辞，抑亦炼其意”，达到得“奇句”和“余味”的审美效果。在审美鉴赏上，主张以审美主体的“精神”去体验自然美之“妙”：“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善赏花吟》）著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周敦颐
 （1017—1073）　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原名敦实，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曾任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郴县令、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知南康军。在哲学思想上，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太极图说》）的宇宙论。主张“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通书·动静》）。在美学思想上，继承佛道思想与韩愈的文道合一的美学观，明确提出“文所以载道”的主张，认为“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通书·文辞》第二十八），把美看做是“文辞”与“道德”结合的产物。并注意到审美情感对于道与德的流传的永久价值。要求文艺为表现道德服务，“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同上）。文辞的艺术美，只有成为表现“道”的附庸和工具，才有感染力。其思想对程颢、程颐的“静观”和“作文害道”的美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后人辑有《周子全书》。


张载
 （1020—1077）　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嘉祐进士，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后辞职归关中故里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其学派亦被称为“关学”。哲学上，以“气”为本原，认为“太虚”即“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命题，认为天、地、人、物乃一气所生，“无一物非我”。曾作《礼乐》篇，重视音乐艺术，认为“声音之道与天地同和，与政通”，要求音乐具有“养人德性中和之气”的审美作用。提出“乐其所自成”的观点，认为“礼，天生自有分别，人须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乐，则得其所乐，即是乐也，更何所待？是乐其所自成”，所以“礼别异，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乐统同，乐吾分而已”。这一观点上承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


王安石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曾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职。仁宗时，呈上《言事书》万余言，系统地提出变法革新的主张，未被采纳。神宗时被召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后两次任宰相，推行新法。因受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新政被废除。罢相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哲学思想上，提出“万物一气也”（《周官新义》）的命题，并猜测到事物对立面矛盾的复杂性。美学思想上，主张“文以贯道”（《上邵学士书》），认为“若欲以明道，则寓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答吴孝宗书》）。反对悖道害世的文章。强调儒家传统美学的文学功能思想，认为“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文学要“以适用为本”，“有补于世”。主张以“礼教治政”作为文学的首要内容，以“辞”为形式，但不必“巧且华”。重文学之“真”，轻文学审美特性，认为“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清新”，“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上邵学士书》）。在评价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上，也“以适用为本”，但不否定形式美的多样性。曾编选《四家诗》，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思想价值和伦理价值，其选诗次序为杜甫、欧阳修、韩愈和李白，显示出其崇杜抑李的美学倾向。晚年更重文艺的审美价值，“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其美学思想对于北宋的文艺革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著作现存有《临川集》，后人编有《临川先生文集》。


郭熙
 （1023—1085）　北宋画家、画论家。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人。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为图画院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工山水画。所编纂的《林泉高致》，反映了其绘画美学思想。认为绘画既有使人“有所征考”、“识百世礼乐”的认识作用，也有“快人意”的审美价值。与此相联系，要求山水画有“景外意”与“意外妙”的审美效果，能使人“看此画”，“生此想”，“如真在此山中”的真切审美感受，并能使人产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的审美想象。认为山水画在士大夫的“君亲之心两隆”与“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的心理矛盾中产生，以供贵族文人消遣之用。强调在审美创造时注重审美主体的活动规律，即：“所养欲扩充”，“所览欲淳熟”，“所经欲众多”，“所取欲精粹”。认为画家所画山川，应根据同一山川“每看每异”的客观情况，因时间、条件和观察角度的不同而作，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反映出画家对自然美的审美情感。要求画家在审美创造时的精神状态与写形传神、经营位置等艺术技巧配合，“积惰气而强”之，画迹必然“软懦而不决”。画家在创作时“注精以一之”，“神与俱成之”，“严重以肃之”，“恪勤以周之”，才能达到精神爽朗、思想深刻、构图完善的审美效果。认为“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不能脱离客观现实，应以“笔迹混成”和“墨迹滋润”的艺术技巧去求“真”求“生”，创造主客统一的艺术形象。主张对于古代绘画艺术传统，“兼收并览，广议博取”，以使我“自成一家”。提倡画家扩大审美爱好，从中得到“幽情美趣”。提出艺术形象与透视法的矛盾统一问题：“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三远法”的论述，反映了艺术家把握艺术形象空间变化的审美规律。指出客体“取势”，是为了主体“意境”的创造：“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言论及手稿由其子郭思编为《林泉高致》。


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湖州（今浙江湖州市）人。嘉祐进士。熙宁中参与王安石变法。熙宁五年（1072）提举司天监。后使契丹，擢知制诰。拜翰林学士，出镇宣州。坐事谪均州。晚年居润州。精通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在绘画美学思想上，重视绘画的“得”“理”，认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卷十七）提出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中尚“理”的审美原则。强调“得心应手，意到天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同上）。提倡散点透视的特有艺术表现方法，欣赏董源、巨然“近视之几不类象，远观则景物桀然”的绘画作品，不赞同李成“仰画飞檐”的定点透视法。认为“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之，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同上）这一主张，为我国古代山水画的独特表现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音乐美学思想上，推崇古人善用歌词和乐调真实表达情志的审美传统，主张“审音”与“知政”相结合，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梦溪笔谈》卷五）指出音乐感人“不独出于器”，更主要的是音乐家在音乐中表达了普遍的审美情感体验，“能通天下之志”，从而达到“乐有志”、“声有容”（同上）的审美效果。说明了音乐的情志与形式的美学关系。强调“字”与“声”的关系。提出中国歌唱艺术中“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的规律，认为使字“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是谓“声中无字”；使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能转宫为商歌，是“字中有声”。把“字”融化于歌唱过程中，化成为“腔”，充分体现了戏曲表演和歌唱的审美特殊规律。著作有《梦溪笔谈》等。


程颢
 （1032—1085）　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洛阳（今属河南）人。人称明道先生。曾任鄠县、上元县主簿，宋太宗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与弟颐就学于周敦颐，后世并称“二程”。哲学思想上，认为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融客观于主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遗书》卷二）。在审美观照上，主张以静观获得精神享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又提倡以主观介入客观的“道”，不为富贵所淫的人格美：“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秋日偶成二首》）认为生活环境的审美，不在于豪华的“奇景”，而在于自己审美心胸的陶冶：“谁怜大第多奇景，自爱贫家有古风。会向红尘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和王安之五首·野轩》）强调儒家传统美学的“修辞立其诚”观点，把“立诚”放在文艺创造的首位，认为“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以为不仅学文不能至道，甚至“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提出“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的命题，发挥了“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二程全书》）的文质观。著作有《程子遗书》，后人将其与程颐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


程颐
 （1033—1107）　北宋哲学家。字正叔，洛阳（今属河南）人。世称伊川先生。宋哲宗初，任崇政殿说书，反对王安石新政。绍圣初，又削籍流涪州（今属四川）。徽宗即位后，徙峡州。与兄程颢同受学于周敦颐，后世并称二程。哲学思想上，以“穷理”为主旨，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又强调“去人欲，存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美学思想上，在周敦颐“文以载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文与道相对立，提出“文以害道”的观点，认为“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遗书》卷十八）否定诗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自谓“某素不作诗”，“不欲为此闻言语”。指责杜甫“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诗句，谓“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同上）从道学出发，把诗文与人格的审美修养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二程语录》）又区分“文章之学”与“儒者之学”，认为“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遗书》卷十八）。指出“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二程语录》）。把文学活动的审美愉悦，看作妨碍对“道”的追求。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将其与程颢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


郭若虚
 　北宋画论家。太原（今属山西）人。宋熙宁三年（1070）曾任供备库使，后为文思副使，并出使辽国。绘画美学思想上，强调绘画的教育功能，认为绘画“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图画见闻志·叙论》）。重“寄高雅之情”的审美情感的表现。把人物画提高到首位，认为画人物要依其类的共同性即“制作楷模”，如“帝王当崇上圣天日之表”，“儒贤即见忠信礼义之风”等等，忽视了人物的个性特征。重视和发挥绘画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之说，认为“凡画必周气韵”，它是“万古不移”的理论。提出“气韵”与“人品”联系的观点：“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同上）。要求画家传写出绘画对象之神，体现画家的主观情感：“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主张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突出“意”的审美特征：“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目的在于要求绘画反映对象的形神兼备。在探讨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时，指出风格不同“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同上）。把艺术风格的差异和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相联系，肯定了艺术的审美个性，与倡导贤圣人物画的模式化倾向迥然不同。以“清劲”、“秀润”、“雅淡”、“清澹”、“潇洒”、“简重”、“清奇”等审美范畴，评价艺术的风格美。认为古今遗产和创作各有其优劣，赞赏推陈出新的审美价值，赞同关仝（五代后梁画家）“学从荆浩，有出蓝之美”等，对于后代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著作有《图画见闻志》，集中表现其美学思想。


苏轼
 （1037—1101）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因曾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筑室于东坡，自称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俱有文名，世称“三苏”。嘉祐进士。神宗时曾任侍部员外郎。早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后又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还京。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定三州。后还京，官至礼部尚书。晚年被贬官惠州、琼州等地。后卒于常州，谥文忠。在涉及审美主客体的物意关系上，主张“游于物之外”而不“游于物之内”。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苏东坡集·超然台记》）认为审美愉快的获得，只有采取“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宝绘堂记》）的态度。强调“吾所为文，必与道俱。”又说：“道可致而不可求。”（《日喻》）其“道”之含义，侧重于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性。在“辞达”的理论中，指明散文的写作对象是客观的“物”，所要说明的是客观事物的“理”。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把散文的“平淡”风格，解释为“绚烂之极”，是从“气象峥嵘，五色绚烂”（《与二郎侄》）中化来，由“渐老渐熟”而成。指出丰富的审美感情和灵感对于艺术创造有重要作用，“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强调文学创作的艰苦性，提出“搜研物情，刮发幽翳”（《祭张子野》）的美学命题，对于追求新的形象、意境和思想，有重要意义。在诗歌美学方面，重视诗歌创作的目的和社会作用，明确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强调“境与意会”，“最有妙处”。要求抒发诗人的审美情意和个性。认为诗画相通，但欣赏参寥师关于杜甫诗“可画，但恐画不就”的看法，认识到诗中之画不同于绘画。追求萧散恬淡的艺术趣味，认为“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则不及”（《评韩柳诗》）。强调诗歌的“味外之味”，赞赏司空图的梅、盐“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论诗之说。绘画美学方面，明确提出“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以“悦人”（《宝绘堂记》）的观点。论画重自然传神和意境新颖，轻视形似而不传神的作品。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主张“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宋汉杰画山》）。在把握审美个性上，提出“意思各有所在”的命题（《传神记》），强调描绘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认为作画须先全面掌握对象的情况，以意行画。画家创作“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在书法美学方面，主张书法有其“法度”和规律，书家须“通其意”（《跋君谟飞白》），即寻找通向各体书法的共同点。认为书之短长肥瘠各有其美。“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和子由论书》）。在总结造型艺术的审美规律基础上，强调美可以数取，“能者即数以得其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盐官大悲阁记》），反对求精于数之外，一以意造。美可以数取的理论，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述甚丰，编为《东坡全集》。


朱长文
 （1041—1100，一作1039—1098）　北宋文学家、乐学家、书学家。字伯原，号乐圃，自号灊溪隐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元祐中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在音乐美学思想上，注重琴学审美，强调琴音表达时代的气息：“琴者，乐之一器耳，夫何致物而感祥也？曰：治平之世，民心熙蹙，作乐足以格和气；暴乱之世，民心愁蹙，作乐可以速祸灾。可不诫哉！”（《琴史·师旷》）要求政治统治者从对音乐鉴别中了解时代的兴衰和民心的向背。认为人的心理意识是音乐所要表达的根本内容，把握音乐的奥秘，在于“正心以审法，审法以察音”（《琴史·师文》）。反对只从音乐节奏之美去理解音乐的形式观念，强调音乐美的根源在于“人情”：“音之生，本于人情而已矣。夫遇世之治，则安以乐；逢政之苛，则怨以怒；悼时之危，则哀以思。此君子之常情也。”（《琴史·论音》）情感对于人的影响迅速，故音乐的审美情感，无论是哀怨还是欢乐，均应有所限制和变化，要求审音要“主于为己，而亦可以为人”，“盖雅琴之音，以导养神气，调和情志，摅发幽愤，感动善心，而人之听之者亦皆然也”（同上）。又强调音乐的美，在于人心和谐之美。提出“盛德兴乐，至和本人”，“积中发外，必资悦豫之深；易俗移风，非特铿锵之美”（《乐在人和不在音赋》）。反映其崇尚社会生活的幸福和人心的安定与和谐之美学理想。书法美学思想上，认为“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岂以不肖者能之而贤者遽弃之不事哉!”（《续书断序》）强调书法的优秀传统，应当发扬光大。提出“不以人废言”的美学判断原则，认为神、妙、能三种书品，只是对于上、中、下的区别，并非指其有所谓“圣神之神”、“道妙之妙”、“贤能之能”。“神”的标志，是“就乎一艺，区以别矣，杰立特出”；“妙”是指其“运用精美”；“能”则指其“离俗不谬”（《续书断·品书论》），反对将书法艺术审美神秘化。著有《乐圃集》，已佚，今存《乐圃余稿》，又著有《吴郡图经续记》、《琴台志》、《琴史》、《续书断》，编有《墨池编》。


黄庭坚
 （1045—1105）　北宋文学家、诗人。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洲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进士。历任国子教授、校书郎、起居舍人等。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郎。后因故贬谪于宜州（今广西宜山）。擅行、草，为宋书法四大家之一。善诗文，为江西诗派创始人。诗歌美学思想上，坚持儒家的诗教审美原则，认为诗“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诗歌之美在于“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的形式因素（《豫章黄先生文集·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同时又认为文章“乃道之器也”（《次韵报扬明叔》），“诗要书一代之事”，“非有为而不发”（《胡宗元诗集序》）。追求形式美，讲求用字造句，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点铁成金”，重在遣词用字，“夺胎换骨”，偏于取意造句，两者均重从古代诗歌的发掘和提炼，并非重从现实生活美中表现人的思想和审美情感。强调创作源泉在于古人和书本，以古人诗歌为绳墨，又认为诗之最高境界“不可守绳墨令俭陋”（《答洪驹父书》）。在书画美学思想上，主张以“韵”来衡量艺术水准的高低，“凡书画当观韵”（《题摹燕郭尚父图》），“论人物要是韵胜，当尤难得”（《题绛本法帖》），追求传神与抒情的结合。认为神气较之形质，更为重要。反对只求形似而不求神似的审美观点。认为绘画可“助我岑寂”（《题宗成树石》），以进入审美观照。重视审美胸次和审美修养，强调画家在创作中的主观作用。“一丘一壑，自须其人胸次有之，但笔间那可得。”（《题七才子画》）认为画家如能“屏声色裘马，使胸中有数百卷书”，就可达到较高的绘画艺术成就。其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著作有《黄山谷诗集》、《豫章黄先生文集》等，美学思想散见其诗文中。


米芾
 （1051—1107）　北宋书画家。初名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后迁襄阳（今属湖北），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宋徽宗赵佶召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在绘画、书法、鉴赏等方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画史上与其子米友仁（1086—1165）并称“二米”或“大小米”。其运笔用墨之美，自成一家，被称为“米点”山水。绘画美学思想上，承认图画的社会教育功能，“无非劝诫”。肯定艺术的审美愉悦功能：“山水有无穷之趣，尤是烟云雾景为佳”（《画史》）。认为绘画作品应以抒情意趣神采为审美标准。把绘画艺术看做是画家主观情思的率直表现：“山水心匠，自得高处也。”（同上）强调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感受和体验：“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同上）认为艺术的完美，不在于“形似”，反对抄袭和模仿古人，主张“信笔为之”，“抒胸写意”，“意足我自足”。强调评论古人书法应“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敢于批评书法家“失真”、“丑怪”、“无精神”、“无气骨”等缺点。从美与丑的互相转化方面，指出书法艺术创造的辩证法，“肉须裹筋，筋须藏肉”；“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贵形不贵苦”，“贵形不贵作”。所论述运笔布格的书法美方法，能独辟蹊径，对后人启示颇大。法书存有《苕溪诗》等，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


陈师道
 （1053—1102）　北宋文学家。字覆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从曾巩学文，又从黄庭坚学诗。哲宗元祐年间，因苏轼等推荐，以布衣起为徐州教授。后曾官太学博士、棣州教授、秘书省正字等。诗文美学思想上，崇尚拙朴的审美风格，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后山诗话》）着眼于用字造语和艺术技巧，提倡以杜甫为师，因其“有规矩，故可学”，“学杜不成，不失为工”（《同上》）。强调“诗文各有体”，诗、词、文各有其特色，反对“以文为诗”，也不赞成以才学为诗，认为“诗非力学所致，正须胸肚中泄尔”（同上）。又强调“天下之美，则与富贵不得兼而有也”（《王平甫文集后序》）。反映其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在音乐审美上，强调“心静”与“无情”，认为“圣人之心静，声中五行，故禹以声为律也”。“众人之心乱，视听不得其正；其作乐也，其音淫，郑卫是也”。又说：“乐始于人声，而被于物。有情则有变，不得其正，故假无情以传之，而五音生焉。及其末也，迁无情以就有情，而声乱矣。”（《后山集》）反映其要求以“中”为情感抒发的标准。在绘画审美上，将“传神”作为首要标准，但反对“失形”，而要求形神兼备。反对“韵胜而失形”，也反对“形似而失韵”。赞美画家以主观情思投入审美对象的创造想象中，以“达意”为其根本。又主张习古人绘画，应以“得其本”为目标，反对“用意于末”（《后山谈丛》）的审美态度。其美学思想，虽以江西诗派为宗旨，但已意识到江西诗派过分追求工巧和新奇而出现的弊端，故一再强调真正美的作品，应该以传神达意、自然富有生命气韵为根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雕琢审美倾向。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


惠洪
 （1071—1128）　北宋文学家。一名德洪，字觉范，亦称洪觉范。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县）人。俗姓喻（一作彭）。年十四，依三峰靘禅师为童子。十九岁，试经得度。节度使郭天信奏赐宝觉圆明禅师。能诗词，好用俗语、缠语、艳语。追求“真”和“自然”的艺术境界，注重诗歌创作的“意兴”，主张作诗意到便成，不受语句声律的限制，反对西昆体的审美流派，推崇陶渊明。认为陶潜“才高意远”，“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冷斋夜话》卷一）。强调诗歌鉴赏“当论其情意，不当泥其句”，因“古之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其寓也。”（《冷斋夜话》卷三）追求自然流畅曲折的审美意趣，“行者词之遣，无所留碍，如云行水流，曲折溶曳，而不为声律语句所拘”（《天厨禁脔》）。提出“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的美学命题，并以王维的画“雪中芭蕉”为例，认为“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反映其注重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的美学主张。又提出“趣”这一美学范畴，强调“天趣”、“奇趣”、“胜趣”，认为“天趣者，自然之趣耳”，“脱去翰墨痕迹，读之令人想见其处，此谓之奇趣”；“吐词气宛在事物之外，殆所谓胜趣也”（《天厨禁脔》）。主张诗贵含蓄，不当直言其事。如在《天厨禁脔》中所列的“含蓄法”、“绝弦句法”、“比物句法”等均强调含蓄。又提出诗贵“遣词顿挫”，主张句法“错综”，切忌“平直”。“顿挫者，乃是覆却使之文采粲然，非如常格，诗但排比句语而成，熟读之殊无气味”（同上）。还提出吟讽必“亲证其事，然后知其义”（《冷斋夜话》卷六），要求审美欣赏者，只有亲临其境，才能深刻领悟诗歌的审美境界。著有《筠溪集》、《石门文字禅》、《物外集》、又《林间录》、《冷斋夜话》、《天厨禁脔》、《僧宝传》等。


韩拙
 　宋画家。字纯全，号琴堂，晚署全翁，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宣和（1119—1125）初授画院袛候。善画山水窠石。在绘画美学思想上，强调绘画造型的审美特点，有别于书法，提出“书本画也，画先而书次之”的观点。认为“文能叙其事，不能载其状，有书无以见其形，有画不能见其言”。指出书法和绘画各有其界限，反映其相通与相异之处，故“存形莫善于画，载言莫善于书，书画异名而一揆也”。其审美功能决定其社会功能，认为“夫画者，伏羲氏画八卦之后，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山水纯全集·序》）。要求画家创作山水画，必须遵循古代审美法则和面对自然进行写生，才能懂得山水画的真谛。指出：“画若不求古法，不写真山，惟务俗变，采和虚浮，自为超越古今，心以目蔽，变是为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论山》）强调笔墨为山水画的造型决定因素，人作为审美主体应当善于把握笔墨审美技法的秘密，区别其不同审美功能，再配合以山水画自身的审美规律，才能达到创作自由的境界。提出“夫画者，笔也，斯乃心运也。索之于未兆之前，得之于仪则之后。默契造化，与道同机。握管而潜万象，挥毫而扫千里。故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山水悉从笔墨而成”。又说：“凡未操笔，当凝神着思，豫想目前，所以意在笔先，然后用格法挥之，可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也。”（《论用笔墨格法气韵病》）反映其注重审美主体的立意和中国山水画的具体审美特点的结合，强调传统的“气韵”审美范畴，认为“凡用笔，先求气韵，次采体要，然后精思。若形势未备，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气韵也。”（同上）在审美鉴赏上，提出“先看风势气韵，次究格法高低”的原则，强调容心神善，精通博览，才能识得真正艺术之美。要求善于辨别古代作品的各种风格：即“画有纯质而清淡者，僻浅而古拙者，轻清而简妙者，放肆而飘逸者，野逸而生动者，幽旷而深远者，昏暝而意存者，真率而闲雅者，冗细而不乱者，重厚而不浊者”（《论观画别识》）。其观点对中国山水画美学有很大影响。著作有《山水纯全集》。


董逌
 　宋艺术鉴赏评论家。字彦远。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北宋政和（1111—1117）年间官徽猷阁待制。靖康（1126）末，官司业。绘画美学思想上，认为绘画必须做到形神兼备，而尤重传神。不仅人物“以神明为胜”，而且须知“物各有神明”（《书崔白蝉雀图》）。在题画跋中，使用“神明”、“气韵”、“生意”等审美范畴，说明绘画的传统审美观。又以“似”与“真”等审美范畴，说明形神兼备的相互关系。认为白居易所说的“画无常工，以似为工”的“似”，应当理解为形神兼备。接触到“似”与“不似”的朴素辩证法：“画之贵似，岂其形似之贵也，要不期于所以似者贵也。”指出只有“无心于画”，无意于似，“求于造化之先”，“发于生意，得之自然”（《书李元本〈花木图〉》），才能得心应手。用“以天合天”，使“丘壑成于胸中”的命题说明画家主观审美意象的形成。指出画家对于自然山水之美的审美趣味，应“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神与物忘”，使“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然后“托于画以寄其放”。进入艺术创造时，画家应达到“忽乎忘四支形体”，“举天机而见者皆山也”的境界，才能“尽其道”（《书李成画后》）。充分强调艺术表现的审美意象在主体中形成的作用，反对模仿自然的审美观。在《书百牛图后》中，以“一百牛形，形不重出”为例，指出画家应从审美对象的“动静二界”中，去“观种种相”，“随见其形”，看到它的特殊形态，才能创造富于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在书法美学思想上，强调“自然”的审美标准，反对以“法”为审美标准的传统思想。对“法”这一审美范畴做了改造：“求法者当在体用备处，一法不亡，浓纤健决，各当其意，然后结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论书矣。”（《广川书跋·薛稷杂碑》）著有《广川藏书志》、《广川诗故》、《广川书跋》、《广川画跋》等。


吴可
 　宋文学家。字思道，号藏海居士。祖籍瓯宁（今福建建阳），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官至汴京团练使。后挂冠客居临汝。靖康之乱后，避于洪州，乾道、淳照间（1165—1189）尚在世。认为诗歌创作，应“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强调“中边皆甜”的审美心理效果。提出“凡文章先华丽而后平淡，如四时之序，方春则华丽，夏则茂实，秋冬则收敛，若外枯中膏者是也。盖华丽茂实，已在其中矣”（《藏海诗话》）。强调以“气骨”、“意脉”为审美范畴，评价诗歌要求诗人和鉴赏者，“以数家为率，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认为“如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诸体俱备”，“若只守一家，则无变态，虽千百首，皆只一体耳”，反映其博采众长的美学思想，又强调“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同上）。认为“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见《诗人玉屑》卷一）。诗贵顿悟，要求直证，信手拈来，便成超诣。通过长期渐修的工夫磨炼，达到“圆成”自然的境界。认为作诗要有自家面目，跳出前人窠臼，反对“头上安头”，因袭古人。其以禅论诗的观点，在苏轼与严羽的美学思想演变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著作有《藏海居士集》、《藏海诗话》。


叶梦得
 （1077—1148）　南宋文学家。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绍圣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迁户部尚书。绍兴年间，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其词间有感怀时事之作，亦能诗。认为诗的本质是“触物寓兴，吟咏性情”，“写胸中所欲言”，把审美情感的自然抒发，视为诗歌表现的审美标准。认为诗不是客观自然美的复写，而是产生于“缘情体物”、“触物寓兴”、“吟咏性情”，主观和客观的融合。承认美在天然，非人力所为。强调“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把诗美的境界，看做是超主观的美。如评杜甫诗“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评谢灵运诗“外人力所能为”。认为诗歌立“意”，亦要“不失言外之意”，不要苦于“意与语俱尽”。这种“超绝”之美的审美观，与其以禅喻诗的思想密切相关。认为僧人学诗者虽众，但存在“拾掇”、“摹傚”之病，“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强调诗里妙句，是由于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而“苦思言难者，往往不悟”。其美学思想，直接成为严羽美学的理论渊源。对于罗大径的美学也有深刻的影响。著作今存《石林诗话》、《石林燕语》、《避暑录话》、《石林词》、《建康集》等。


周紫芝
 （1082—？）　南宋文学家。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安徽宣州）人。绍兴进士，曾官枢密院编修，知兴国军。工诗词，曾以诗取媚于秦桧父子，为人讥议。提出诗以“叙事有情致为可喜”的主张，又谓诗应有“气象”、“风味”，强调诗歌创作需经“雕琢”之后，方能达到“平淡”的境界，认为“作诗正要写所见”，使诵者如身临其境，即使“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强调诗人不必追求“过为奇险”的审美风格。推崇江西诗派所提倡的“无一字无来处”的主张，在诗的品评、考析和鉴赏上，多采江西诗派“点化”之说，认为：“自古诗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千人作语”，并指出：“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又说：“诗人造语用字，有着意道处，往往颇露风骨。”并推崇苏轼、黄庭坚的诗句，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从诗歌的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的角度出发，充分肯定诗人的艰苦劳动，又要求在实际生活的审美经验中，提炼艺术的语言，达到真实自然平淡的最高境界。著作有《太仓稊米集》、《竹坡词》、《竹坡诗话》。


李清照
 （1084—约1151）　南宋文学家。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自幼受家庭影响，对文学情趣浓深，少年时便有诗文，为晁补之所赏识。后嫁太学生赵明诚。夫妻以诗词相唱和，并收藏研究金石书画。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今开封），与夫渡淮南奔。建炎三年（1129），夫病死于建康。此后，单身漂泊江南杭州、越州、台州和金华一带，于孤寂中度过晚年。以词著称，为“婉约派”代表作家之一。其词风妍丽清新、潇洒疏落、低徊窈眇、深哀入骨。在美学思想上，主张词的创作，应为“别是一家”，强调诗与词各有其审美特点。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美学观点，和王安石、曾巩“以文为词”的思想，认为诗文描写重大严肃的题材和表达豪放、雄壮的情调，不适用于词，要求词应具有婉约的审美特点。指出“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突出强调词必须协音律，认为诗供吟咏，词为歌唱，故要求歌词的语音与曲调的乐音相和谐。就乐律、乐音、声调等与适宜歌唱与否的问题，着重论述词与音乐的关系，提出词即“小歌词”，反映其注重词的音乐审美的观点。又认为典雅亦是词的一种特有审美风格。批评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赞扬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摆脱了俗词俚语的词风，开始把握词的特点：“始能知之”。又批评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论词》）。均反映其主张词的创作应遵循典雅的审美原则的美学观点。其论点着重于词与诗文的分别，纠正了词应附属于诗的传统见解，主张保持“婉约派”的传统审美风格，并依据其创作经验加以总结，确立了词的独立地位，对于后代有深远影响。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李清照集》、《漱玉词》。今人辑有《李清照集》。


吕本中
 （1084—1145）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原名大中，字居仁，学者称为东莱先生。祖籍东莱（今山东东掖县），后迁居寿州（今安徽寿县）。少曾与程门大弟子游酢、杨时、尹焞交游。继承和保持了研究中原文献之学的吕氏家风。以蒙荫授承务郎。绍圣年间（1094—1098），以元祐党人子弟免官。南宋绍兴六年（1136）授进士出身，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在学术上主张融合不偏，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此论最要。”为江西诗派诗人与诗论家。其诗歌美学观点，虽参于禅学，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提出“学诗当识活法”（《夏均父集序》）的主张，认为诗的创作，需要在把握诗的规律基础上，而达到超越变化的境地。“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度越诸子”（《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又说：“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悖于规矩。”（《夏均父集序》）对司空图关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和苏轼关于“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的观点，以“活法”之说加以禅学的美学意识渗透，强调“出”与“入”的构思审美过程，应达到“神妙”的境界：“悟人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紫薇诗话》自述答晁叔用语云：“只熟，便是精妙处。”把“悟入”与“活法”的根源，归结为勤用功夫，反映其以儒家养气为本的哲学观念和禅家“顿悟”的观念相结合。又强调韩愈关于“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的美学观点，指出“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童蒙诗训》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认为诗歌散文所要表达的“高远”、“新意”的境界，均需经过长期的修养和经验积累，在艰苦的构思过程中，才能逐渐达到。其“活法”与“悟入”论，在宋代有广泛的影响。江西诗派强调此说，反江西诗派的严羽也以“妙悟”为其美学主张。反映宋代禅宗在儒家美学理论中的深刻影响。著有《东莱诗集》、《春秋集解》、《童蒙诗训》、《师友渊源录》及《紫微诗话》。


郑樵
 （1104—1162）　南宋史学家。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年轻时不应科举，隐居夹漈山，刻苦力学，沉潜著述三十年。世称夹漈先生。曾官右迪功郎、兵部架阁、枢密院编修官。学问赅博，于经、史、礼、乐、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文字、音韵均有造诣。不满奢谈心性、讲求辞章的空疏学风，主张实地考察。于史学主张修史要究古今之变、求会通之义。美学思想上，认为“乐之本在诗”，“诗之本在声”，“声之本在兴”，把“兴”作为本中之本，突出诗歌艺术的形象性。继承儒家美学思想，以“和”为最高审美范畴，衡量艺术美。指出审美情感与艺术表现的密切关系：“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强调“和”与“平”的音乐为美：“惟《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昆虫草木略·序》）批评诗与歌分离的审美偏向，反对重视文学而轻视音乐，以致使歌曲失传的观点。认为“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古之诗，今之辞曲也。……不幸腐儒之说起……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通志》卷四十九《乐略第一·乐府总序》）强调歌曲的重要性在于音调，不在意义：“有声斯有义。与其达义不达声，无宁达声不达义。”（《乐略第一·祀飨正声序论》）“诗在于声，不在于义”（《乐略第一·正声序论》）。反对专讲诗词格律的偏向，认为诗的真正审美价值在于曲调。批评古体诗和近体诗以格律宽严为划分标准的观点，指出“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同上）提出“积风而雅，积雅而颂”（《乐略第一·祀飨正声序论》）的美学命题。认为按照音乐发展的历史顺序，先有民歌（“风”），积累了民歌经验，才有文人创作的歌曲（“雅”），又积累了文人创作歌曲的经验，才有专门颂扬祖宗的歌曲（“颂”）。反映了音乐发展起源于民间的客观规律。其音乐美学观点，在中国美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生平著作丰富，所著《通志》，其中的二十略颇具创见，另有《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等。


胡仔
 （约1095—1170）　南宋文学家。字元任，绩溪（今属安徽）人。曾官晋陵知县、右从事郎等。后辞官隐居吴兴苕溪（今浙江湖州），自号苕溪渔隐。其论诗美学思想，强调诗人应“自出胸臆”（《苕溪丛话后集》二十三）、“思新语奇，不袭前人”（《苕溪丛话后集》十六），要求“自出新意”，反对“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苕溪丛话前集》四十九）；认为诗意应磊落清壮，语简意尽，脉络要贯穿，做到各有所感而作；又强调“意在言外”，反对“一览而意尽”（《苕溪丛话后集》十五），要求在抒情、写景、状物，表达诗人的审美情趣时，“皆当于理”（《苕溪丛话后集》十四）。在诗歌审美风格上，提出“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苕溪丛话前集》四十九）反映其推崇杜甫和黄庭坚的审美理想的美学主张。著作有《苕溪渔隐丛话》。


陈善
 （？—1185）　南宋文学家。字子兼，一字敬甫，号秋塘，福州罗源（今属福建）人。在诗歌美学上，强调以“气韵”论诗：“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扪虱新话》）反映其注重审美主体的意识和艺术意境的旨趣。强调诗与画、诗与文的界限与相通，论王维《雪里芭蕉》、《渡水罗汉》等画，皆“玩意笔墨之外”，不以时间空间为其束缚，“盖是戏弄翰墨”，“自有旨趣”（同上），充分肯定诗人和画家的审美意趣的表现，反映其认为画可通诗的美学观点。又提出“文中有诗，诗中有文”（同上）的观点，指出“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反映其认为诗文互通的美学思想。明确指出艺术构思的重要性，认为“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竹外一枝斜更好”等诗，可作画本，然须深入体味其“意”，方能创作出超越世俗之见的作品。又是认为客观对象之所以美，均由于主观之感受而得。提出“天下无定境，亦无定见。喜怒哀乐，爱恶取舍，山河大地，皆从此心生”。反映其以美为无客观标准的美学思想。著有《雪蓬夜话》、《扪虱新话》。


陆游
 （1125—1210）　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黜落。桧死后，出任宁德县主簿，赐进士出身，任枢密院编修官、通判、知州，官至宝章阁待制。所作存者近万首诗歌，风格豪迈，语言精练。在美学思想上，强调现实生活对于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艺术表现力来源于生活体验，提出“功夫在诗外”的论点，认为只在辞藻上下工夫，即使有扛鼎之作，亦不能达到诗家的最高艺术境界。强调“妙”的审美范畴，指出“君诗妙处吾能识”（《题庐陵肖彦毓秀才诗卷后》其二），“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认为文学创作应当“充实洋溢”，“胸中之妙”在于“养气”。反对“伪”文学（《上辛给事书》）。批判“琢雕”、“奇险”、“锻炼之久”、“斫削之甚”、“组绣”的文风：“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读近人诗》）。“锻炼之久，乃失本旨；斫削之甚，反伤正气。”（《何君墓表》）其论诗美学思想，出于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穷而后工”诸说，而又融以己意。其论审美鉴赏，重在体味，反对“但取句美”、“失实”。反映了崇尚真实自然的美学理想。主要著作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


杨万里
 （1127—1206）　南宋文学家。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官太常丞、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以宝文阁学士致仕。力主抗金，曾上《千虑策》。诗与范成大、陆游、尤袤齐名，称为“中兴四大家”。其诗平易自然，清新活泼，有“诚斋体”之称。早年学江西诗派，再学王安石和晚唐，终于自成一家。但与江西诗派的美学主张，仍有密切联系。晚年以后，还增补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编《江西续派》，把江西诗派比为南宗禅。在美学思想上，认为：“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诗论》）强调诗歌必须有为而作，敢于批评和讽刺社会中存在的“不善”现象，对“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愧斯矫，矫斯复，复斯善矣。此诗之教也”。又说：“圣人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善不善，此诗之所以作也。”（同上）反映其尊崇儒家美学社会学的诗教观点。并对“温柔敦厚”的儒家诗学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诗歌的讽刺，要遵循“《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精神，要符合《春秋》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诚斋诗话》）的意旨。在诗歌的儒家社会功能论基础上，强调诗的艺术性，在于风味，要求诗人创作出审美境界，给人以审美感受。认为诗歌要通过遣词造意，显示出弦外之音，令人感到一种含蓄不尽的风味。指出：“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颐庵诗稿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茶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其诗味尚在，如饴如茶，初而甘，卒而酸。予于茶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同上）反对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要求诗歌状写景物，抒发情思，表达“诗人之情性”（《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反映了人们对于诗歌审美特征认识的深入。又提出区分诗歌流派的根本标志不在地域而在其味的观点。《江西宗派诗序》：“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但又反对将诗歌流派的审美特征夸大化和狭隘化，反对刻意模拟、依傍古人而为宗派观点所束缚。其美学观点，纠正了黄庭坚忽视诗的艺术审美特征的错误，上承司空图，下启严羽，对于加深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有较大的价值。著有《诚斋集》，又有《诚斋易传》、《庸言》、《诚斋诗话》传世。


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侨居建州（今福建瓯市）。绍兴进士，由泉州同安主簿累官至秘书阁修撰，终于宝文阁侍制。哲学思想上，继承程颐、程颢理论，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其学识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音乐艺术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不同建树。在美学思想上，重“道”而轻“文”，主张“文”为“道”服务。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反对苏轼关于“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的提法，把“文”与“道”视为一体。否定文学艺术的特殊审美价值和规律。认为“文”与“道”是“源”与“流”的关系，反对“文者贯道之器”。认为要创造散文之美，在于“穷经观史以求义理”，不宜着力于“文辞”的形式。把人格美的修养提高到审美创造的首位，以至否认审美创造的形式探求：“辞欲巧乃断章取义。”（《答范伯崇》）认为儒家传统美学“诗言志”，是关于德行修养的思想，否认诗歌审美创造有离开道德修养的艺术技巧，“诗者志之所之”，“岂复有工拙哉？”（《答杨宋卿》）以“中庸”为准则，把审美情感限制于儒家道德观念的范围，认为诗歌没有审美价值，只有伦理道德价值，“学诗之大旨”，在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于此矣”（《诗集传序》）。在儒家“诗言志”说的传统观念中，区分诗乐的不同审美价值，认为“诗出乎志”、“乐出乎诗”，志者诗之本，乐者诗之末（见《答陈体仁》），否定了乐对于人的思想情感的重大作用。关于审美意象，认为“理”与“象”，“体用一源”，但“理象便非一物”（《答何叔京》）。重视艺术真实和艺术家的审美胸怀、气质。称赞唐人画《暮雨牧牛图》中牛为“真牛也”。评画与人品相联系，突破了道学家的审美偏见。跋苏东坡《竹石》：“东坡老人英秀后雕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近之。”（见《晦庵题跋》）音乐美学思想上，以“中和”为其审美理想。认为心之“寂然不动者”，即心在平静状态而蕴蓄着“理”的本体，为“中”；心之“感而遂通者”，即心在运动的状态，有时起着符合于理的作用，为“和”（见《答张钦夫》）。联系心的动静状态，把未动前心所含蓄时保持的性质称为“性”，把在既动之后心的流动过程表现的情感称为“情”。认为存在于含蓄状态的“性”，自然符合“中”的标准；而在动的过程中流露出的“情”，则只在一定限度上才符合“和”的标准。《太极说》：“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其美学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著作有《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


陆九渊
 （1139—1193）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子静，自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于江西贵溪象山建“精舍”，聚徒讲学，学者称象山先生。历任靖安、崇安主簿，国子正，出知荆门军（今湖北当阳）。哲学思想源于程颢，并深受禅宗的影响。提出“心即理”说，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先生全集·杂说》）。认识论上，强调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吾“心”中，悟得本心，即可“心明”、“知理”（《语录上》）。在美学思想上，认为言、文都是从心里出来，是“以心会心”，从根本上否认诗文来自现实。还认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语录下》），否认表现情感的文艺为艺。反对把“艺”与“道”分别开来，把“艺”视为“道”的附属物：“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杂说》）但又不否认“文的重要作用”，强调“文所以明道，辞达足矣”的观点，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方是文。”（《语录上》）虽强调道本文末，但又认为“文字之及，条理粲然，弗畔于道，尤以为庆”（《与吴子嗣书》）。以“善”作为诗歌的审美标准：“《三百篇》之诗，《周南》为首；《周南》之诗，《关雎》为首。《关雎》之诗，好善而已。”（《语录下》）在评价唐诗和江西诗派时，认为前者以杜甫为代表，“追蹑骚雅，而才力宏厚，伟然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兴”；后者亦极有审美欣赏价值：“名章傑句，焜耀心目”，“一旦充实盈几，应接不暇”（《与程颢书》），与道学家全盘否定形式美的观点有所不同。著作有《象山先生全集》。


张戒
 　南宋诗论家。字定复，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人。宣和进士。南宋时授国子监丞，历官殿中侍御史、司农少卿。力主抗金，因反对主和派秦桧被革职放逐。美学思想上，分诗的要素为“言志”和“咏物”两方面，言志重在主观抒写，咏物重在客观描写。认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岁寒堂诗话》）但并不否定能表现“情志”的咏物诗，欣赏“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认为“专意咏物”、“雕镌刻镂”，失诗人之本旨。反对“以议论为诗”和“专以补缀奇字”的作诗方法。分诗五等，持儒家正统美学思想，倡导温柔敦厚诗教，以“正而有礼”为上，不识“风雅之旨”为下。强调“触景而得”，“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诗文从胸臆中出。认为诗无定式，“不可预设法式也”，强调“中的”。要求诗有“余蕴”，“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词意浅露，略无余蕴”，是诗之病。认为好诗当具备“情真”、“味长”、“韵胜”、“气胜”诸方面艺术特点。评论“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同上）表现出对艺术风格多样性的肯定。著有《岁寒堂诗话》。


陈亮
 （1143—1194）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因世居城外龙窟村，人称龙川先生。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孝宗时作《中兴五论》，遭当权者嫉恨，三次入狱，惨受笞刑。晚年在家设塾，讲学著述。五十岁时参加进士试，光宗擢第一，未赴任卒。所学甚博，在文辞、哲学、历史及政论方面皆有成就。在宇宙论上，认为“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经书发题·书经》）。作为普遍原则的“道”离不开具体事物，“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事事物之间者也”（《勉强行道大有功》）。力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认定“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陈傅良《止斋文集·答陈同甫》）。对后世“经世致用”之学极富启发。在散文美学上，强调“意”与“理”，认为只要注重实用，则文辞“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词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采词句之间，则亦陋矣”（《书作论法后》）。从重实思想出发，反对道学家的“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送吴允成运干序》）的主张，提倡事功与文辞并重。强调文学直接的政治功能，提出“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复吴叔异书》）。对于文风的改变，认为变文应在变法之后，强调古人重变法，而变文犹非变法所当先，“乘士气方奋之际，虽取三代西汉之文立为科举取士之格，奚患其不从？此则变文之时也”（《变文法》）。反映了重视社会风气的改变对于文风变革影响的观点。著作有《龙川文集》、《龙川词》等。


叶适
 （1150—1223）　南宋哲学家。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人称水心先生。淳熙进士。曾官太常博士。尚书左选郎官，权兵部侍郎等职。力主抗金。开禧二年（1206），皇戚韩侂胄贸然北伐，及兵败，叶适调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击退来犯金兵，升宝文阁侍制。开禧三年被弹劾“附侂胄用兵”罪，夺职，返归故乡，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重功利之学，认为义不可离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三）。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习学记言》卷 十九）的政策。在宇宙观上，认为“道”存在于事物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习学记言》卷四七）。强调认识“道”（规律）就必须详尽地考察各种客观事物，“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题姚令威西溪集》）。在美学思想上，注重审美意趣和文辞形式，以表达对于社会的关切之情。从《温州新修学记》中所提出的“必兢省以御物欲”、“必弥纶以通世变”的两条思想原则出发，强调“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赠薛子长》）。继承儒家关于诗以教化的观点，提倡德艺兼成、华质而盛、“以文为华”、“以学为质”（《沈子寿文集序》）。反对钝掘而提倡巧丽，要求扫除“世俗纤浮靡薄之巧”（《习学记言》）的文风，认为古人不贵拙，“古人文字”，“极天下之丽巧矣”（同上）。反对“尊古而陋今”（同上），曾选辑“近世名公之文”，编为《播芳集》，亲自作序，提出：“夫作文之难，固本于人才之不能纯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抉择、兼收备载，所以致议者之纷纷也”；强调“择其意趣之高远、辞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反映其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崇尚倾向。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先生别集》等。


姜夔
 （约1155—1221）　南宋词人、音乐家、书法家。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属江西）人。曾考进士未中，经人多次推荐又不得用，布衣终身。往来鄂、赣、皖、苏、浙间，与当时诗人词客交游，卒于杭州。工诗，词尤有名。又精通音律，著有《大乐议》、《铙歌鼓吹曲》。在诗歌美学上，追求艺术独创性：“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白石道人诗说》）。“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认为独创性应“造乎自得”，自然而然。与古人合或异是“工”，不求与古人合或异而不能不合或异是“妙”。提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同上）并视“自然高妙”为“不以文而妙”。强调“语贵含蓄”，认为“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提出“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又认为“法”也不可废，要求诗人“善用事”、“善措辞”、“得活法者也”。以气象浑厚、体面宏大、血脉贯穿、韵度飘逸自然为诗歌美的构成因素。“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同上）。在书法美学上，认为发挥艺术家的审美个性，潇洒飘逸，尽其真态，才能表达书法艺术之美：“古今真书之神妙”，“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续书谱·真书》）著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诗集》等。


罗大经
 　南宋文论家。字景纶，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宝庆进士。曾为容州司法参军，抚州军事推官等，后因故被劾罢官，遂专事著述。诗歌美学思想上，以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为依据，坚持“文以贯道”的功利主义审美观，主张为人须恪守“人之职分”，致力于“三不朽”中之“立言”，为文取法《风》、《骚》，立意“忠厚雅正”，用语“优柔谆切”，存“劝戒”，补“实用”，视“吟赏物华，流连光景”为“诲淫教偷”。以“浑然天全”为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认为作诗应“自然流出，不假安排”，“以巧进，以拙成”。注意感兴，讲求含蓄，反对蹈袭，提倡“道古人所不道”，“自为一家”的艺术独创性。在绘画美学思想上，肯定传神，主张通过师法自然，使客观的自然化为主客观统一的自然来达到。如韩幹、李龙眠之画马，以真马为师，“积精储神”，“胸中有全马”，如曾云巢画草虫，“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绘画就会形肖神完，融化于自然，自然又契合于自我。根据艺术家的创作经验，精辟论述了构思和形象思维的特征，指出艺术构思中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主要著作有《鹤林玉露》、《心学经传》（佚）、《易解》（佚）。


严羽
 　南宋诗论家。字义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隐居不仕。与同族严参、严仁号“三严”。从邑人上官伟长等游，“盛传宗派，几与黄鲁直江西诗派并行”（《福建通志》）。诗歌美学思想上，反对江西诗派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主张，称之为“诗道之重不幸”。自谓为拯救一代诗弊，遂起而“定诗之宗旨”。认为诗当“以识为主”，“以盛唐为法”，概括盛唐诗歌审美特征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沧浪诗话·诗辨》），“兴趣”系指盛唐诗歌感兴自然，笔力雄健，形象饱满，气象浑厚，极具感染力的艺术美。认为只有“熟参”“汉唐以来”名篇，经“妙悟”才能达于“兴趣”。强调作家艺术构思中词、理、意、兴的统一：“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评》）要求艺术家和诗人因兴立意，“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贵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沧浪诗话·诗辨》）。作品形象、意境能虚与实、神似与形似、无限与有限统一，具有“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以禅论诗，认为学诗如“参禅”，并用“妙悟”概括诗歌审美创造和鉴赏中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能力。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同上）。熟读从《楚辞》到盛唐名家之诗，“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认为：“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沧浪诗话·诗法》）强调诗歌语言要含蓄委婉，含意要深远不尽：“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同上）反对注重辞藻雕琢的创作倾向，主张自然天成，不落痕迹。要求诗歌形象和谐完美，音韵铿锵，气势畅通，体制完备，格力雄壮。其美学思想，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对于形象思维特征的认识逐渐走向成熟。其影响及于明代前后七子的诗论和清代“神韵”、“格调”、“性灵”等说。著作有《沧浪吟集》、《沧浪诗话》等。


范晞文
 　南宋诗论家。字景文，号药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咸淳二年（1226），上书劾权相贾似道，为贾陷害，窜琼州。入元，不应忽必烈诏，流寓无锡以终。论诗重情思，谓诗当“运思写心”，“情融神会”。又强调诗须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若以“虚”指情，“实”指景，则应“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认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对床夜语》卷二）而“景中之情”、“情中之景”，浑然莫分，遂构成意境。意境贵含蓄，“诗在意远，不以词语丰约为拘”（同上），又须“有曲折之意”。主要著作有《对床夜语》。


王灼
 　南宋音乐家。字晦叔，号颐堂、小溪。精通音律。绍兴年间（1131—1162）曾为幕官。在音乐美学上，认为歌曲起源于人的心即思想感情：“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碧鸡漫志》卷一）。视诗为歌曲的主体，音乐为从属于诗的副产物，但认为配了乐的诗具有“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的审美效果。认为歌有其思想、感情方面，也有其音乐形式方面，前者为“本之性情”，后者为“稽之度数”。在戏曲音乐美学思想上，继承《乐记》的“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的情感和意志统一论，提出“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同上）的诗与歌统一论。强调诗与歌的综合艺术因素，认为只有深刻理解表达思想情感和形式美的统一，把人的心理自然过程，与声律相配合，才能创造真正的“美”：“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此暗合其美耳。”（同上）声律和情志结合，才能创造艺术美。又强调诗歌只有依靠音乐的魅力，才能达到“动天地、感鬼神、易风俗”、“美教化”的社会效果。著作有《碧鸡漫志》等。


邓椿
 　南宋画论家。字公寿，双流（今属四川）人。活动于1127—1189年之间。曾任通判、郡守等职。曾作《画继》十卷，集中反映了其美学思想。论画重视绘画反映客观现实的功能及其认识作用，认为“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强调绘画的抒情寓意作用，指出李营邱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劄俱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针对当时院画派重形似、格法、师承的倾向，提出重“传神”的主张。认为绘画要曲尽万物之态，止有一法，“传神而已矣”，批评“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的作品。强调“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指出气韵生动不仅是传物之神，而且要表现出作者的人格美。认为人品高“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强调“画者，文之极也”，批评画院画工以人品所限，所作多泥绳墨，未脱卑凡。推崇“高雅”的艺术风格，自称作《画继》，“独推高雅二门”。重视艺术创作中天赋的才能以及艺术构思、创作激情的作用，强调师法造化自然。其重神似的绘画美学思想，注意到了艺术“再现”和“表现”之间的关系，强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结合，对于推动文人画的理论产生较大的影响。


王若虚
 （1174—1243）　金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人。金承安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官、著作佐郎、平凉府判官、翰林直学士等职。金亡，微服北归真定，隐居不仕。论诗文强调真、善、美的统一。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力主诗文“唯求真是而已”（《文辩》一）。肯定文学作品的自然美，反对虚伪矫饰的形式主义，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文辩》四）。针对当时诗文创作领域中模拟复古倾向和矜眩险怪奥僻的风气，推崇白居易、苏轼等人平易浅俗，自然天成的风格，主张创作应“信手拈来”“文章自得”。强调形似与神似的统一，抒写真实的思想感情与生活的真实面貌，“论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滹南诗话》），认为艺术创作应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通过形似达到神似。注重诗文的自得之趣和天成之美，但并不忽视形式，认为文章“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文辩》四）。指出质与文、内容与形式不能偏废，“一文一质，道之中也”（《滹南诗话》）。著有《滹南遗老集》，其中《文辩》、《滹南诗话》集中体现其美学思想。


刘克庄
 （1187—1269）　南宋诗人。初名灼，字潜夫，自号后村居士。甫田（今属福建）人。以荫入仕，淳祐间赐同进士出身，累官至中书舍人、工部尚书兼侍读，以龙图学士致仕。在政治上，反对苟且偷安，主张收复北方失地。在文学上诗融晚唐姚合、贾岛、许浑等家为一体，为江湖派重要作家。在诗歌美学上，强调诗歌不应脱离现实社会生活，极力肯定杜甫“三吏”、“三别”和《八哀》诗，以为可比“太史公纪传”。批评“六朝之纤弱”，认为齐梁之弊在于“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以“诗之体格有古、律之变，人之情性无今昔之异”（《宋希仁诗序》），不主一家，不拘一格为论诗的审美标准。重视诗的世教讽谕作用，提出“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绝》），强调关心时事，反映现实，又不忽视艺术创造的审美法则。批评“近世贵理学而贱诗”（《吴恕斋诗稿跋》），只重哲理而轻视情丝本色的倾向，认为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诗也”（《竹溪诗序》）。其论点与严羽关于“别材”、“别趣”的诗歌美学思想相似。但反对严羽把禅学与诗学混为一谈的论诗风气：“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跋何秀才诗禅方丈》）。在绘画美学思想上，欣赏作品的形神兼备，特别是作品的传神。认为绘画应该是画家人品、胸次、气质等的表现。在跋赵大年的小景时说：“大年胸次潇洒，故见于笔端如此”。欣赏绘画简远的风格美、形式美，赞美李伯时画罗汉的“扫去粉黛，淡毫轻墨，高雅超诣”，称之为“天下之绝艺”。主要著作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后村诗话》、《后村题跋》集中反映其诗画美学思想。


元好问
 （1190—1257）　金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兴定进士，曾任金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专事著述，诗词风格沉郁。在美学上重视诗歌的审美特征，强调真情实感。认为“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遗山先生文集·杨叔能小亨集序》）。审美创造过程以“情”为中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同上）。又提出真情实感来自亲身经历的生活实践，“眼处心生句自神”（《遗山先生文集·论诗三十首》）。把“情实心诚”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相联系，在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的前提下，强调诗歌的情感性，表现出“情”“理”统一的传统美学观点。要求作家表现性情像唐诗那样“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序》），合乎风雅之旨。强调“天然”、“真淳”，提倡醇雅、高古，崇尚自然之美和阳壮之美。推崇魏晋风骨，鄙薄齐梁绮靡之体，肯定唐代陈子昂、宋代欧阳修、梅尧臣的复古之功，反对江西诗派以及各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但过分崇尚古雅，视当时民歌为俚俗，是“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陶然集诗序》），流露出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的审美趣味。著有《遗山先生文集》。其中《论诗三十首》、《杨叔能小亨集引》等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美学思想。


郝经
 （1223—1275）　元文学家。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陵川（今属山西）。由金入元，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求学于赵复，又从元好问学诗文。从儒家名教、道统观点出发论文，但比宋代理学家通达。强调“理致夫道，法工夫技”（《答友人论文法书》），并认为法后于理，“有理则有法”，但反对志于法，以法为本，“规规孑孑”、“循规蹈矩”的“窥窃模写”前人。主张法当自立，反对拘泥于成规。以“有理则有法”的观点来说明“有德者必有言”，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提出“内游”说。认为学文求助于外游（躬行实践）不如求助于内游，主张“身不离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陵川集》卷二十）。提出“内游”必须养气，在熟读和领悟六经、《语》、《孟》等书的同时，“持心御气，明正精一”（同上），涤尽尘缘俗虑，保持心镜明净，不为外物所动。对明、清文论有较大影响。著有《春秋外传》、《太极演原》、《续后汉书》、《陵川集》等。其美学思想主要见于《内游》一文。


胡祗遹
 （1227—1295）　元戏曲理论家。字绍开，号少凯、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元灭宋后，曾召拜翰林学士，不就。好戏曲鉴赏，常与戏曲艺人交往。在戏曲美学思想上，指出表演艺术贵在“新巧”而最忌“踵陈旧习”。认为“滑稽诙谐”的戏曲，“日新而不袭故常，故食之者不厌”（《优伶赵文益诗序》）。如不能变新，会“使观听者恶闻而厌见”。只有“耻踪尘烂，以新巧而易拙，出于众人之不意、世俗之所未尝见闻者”，方能为观听者所“多爱悦”（《优伶赵文益诗序》）。在表演艺术的审美要求上，提出“九美”的标准：（一）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二）举止娴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辩利，字句真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七）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娴熟，非如老僧之诵经；（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见《黄氏诗卷序》）。涉及演员的形体素质、风度气质、生活积累、演唱技巧等诸方面。主要著作有《紫山大全集》。美学思想集中反映在《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诸文中。


方回
 （1227—1307）　宋元之际文学家。字万里，号虚谷，又号紫阳。歙县（今属安徽）人。宋景定年间别省登弟，知严州。举城降元，被授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往来杭歙间倡讲道学。在美学思想上，提出“心境说”，认为“心即境也，治其境而不于其心，则迹与人境远，而心未尝不近；治其心而不于其境，则迹与人境近，而心未尝不远”（《桐江集》卷二《心境记》），强调心在审美观照和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论诗以格高意到语工为上，意到语工格不高次之。从境存乎心的观点出发，强调诗格与人格的统一，认为人格高尚真率，风格苍劲自然是诗歌的高格。认为诗歌创作是审美主客体的交融统一，“风赋比兴，情缘事起”（《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主张诗歌创作要抒发真情，“无一语不天成”，“出则自然”，反对雕琢章句，追求藻饰工丽。推崇质朴清新的诗歌风格，认为“天趣”即“肺腑露情愫”的“自然之趣”，体现于风格即是“清新”（自然纯净，自出机杼），并指出：“诗人之诗”，“非清不新，非新不清”（《冯伯田诗集序》），主张诗歌要出新而又不生涩，“熟而新，新而熟，可百世不朽。”（《恢大山西山小稿序》）论书画注重形神统一，讲究在传神基础上的整体美，称誉《黄庭经》“小敛大纵”，“譬如写真妙丹青”（《为合密府判题赵子昂大字兰亭》）。强调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观察体验培养作者的审美胸襟，指出：“画闻与画见，巧拙不同科”，“亲见胜剽闻，胸次所得多”（《次韵受益题荆浩太行山洪谷图五言》）。著有《虚谷集》，已佚，今存《桐江集》、《桐江续集》。又评选唐宋以来律诗，编成《瀛奎律髓》，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美学思想。


李衎
 （1245—1320）　元画家。字仲宾，号息斋道人，蓟丘（今北京市）人。官至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擅画墨竹，初师王庭筠，继师文同。深入竹乡，于竹之形色情状，辨析精到。在绘画美学思想上，强调竹作为审美对象，具有“比德”的象征道德品质的功能，认为“竹之为物，非草非木，不乱不杂，虽出处不同，盖皆一致。散生者有长幼之序，丛生者有父子之亲，密而不繁，疏而不陋，冲虚简静，妙粹灵通，其可比于全德君子矣。画为图轴，如瞻古贤哲仪像，自令人起敬慕，是以古之作者，于此亦尽心焉”（《竹谱·竹品谱》）。反映受儒家美学影响。主张熟悉审美对象，要求真实地把握“竹”的神态，做到“胸中成竹”：“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竹谱·画竹谱》）强调“澄心静虑，意在笔先，神思专一，不杂不乱，然后落笔”（同上）。认为神似与形似，二者互为牵制，提出“似神兼足，法度赅备”（《竹谱序》），“驰骋于法度之中，逍遥于尘垢之外，纵心所欲，不逾准绳”（《竹谱·墨竹谱》）的观点，既遵守艺术传统的审美规律，又能运用自如。充分表达艺术家的情思。著有《竹谱》。


张炎
 （1248—约1320）　宋元词人、音乐家。字叔夏，号玉田、乐笑翁。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宋亡，落拓北游，后南归。晚年专事著述。在词的审美风格上，推崇婉约派。在词的语言美方面，提出“雅正”的审美标准，又以“古雅”、“骚雅”等审美范畴相参照：“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先其雅正之音”。其论“意趣”，主张“情”、“意”融和、“以意为主”，以“景中带情”、“情景交炼”等为审美中介，达到最高的审美意境“清空”。认为“清空”所要实现的审美效应是“古雅”、“峭拔”，它的对立面是“质实”。“质实”的情感效应是“凝涩”、“晦昧”。在形式美方面，要求词的审美创造，应具有音乐之美：“词之作必须合律”。在重意境的高古、清新、形式的谐和、优美等方面，对清代浙西词派影响颇大。著作有《词源》，另有词集《山中白云》。


赵孟頫
 （1254—1322）　元书画家。字子昂，自号松雪道人，曾号水晶宫道人。湖州（今属浙江）人。原是宋宗室，元灭宋后，以宋代遗逸，被元世祖忽必烈所赏识，授兵部郎中起用，历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后为翰林学士。善书画，所画人物、山水、鞍马、禽鸟、兰竹均极高妙。诗清邃奇古，又工散曲。在绘画美学思想上，要求形神兼备。画人物，认为“以得其性情为妙”，而“性情”又必须表现在“形态”上；传神比肖形更重要，“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见《六如居士画谱》）赞赏钱舜举的着色花卉，其“妙处正在生意浮动耳”（见《珊瑚木难》所引）。主张绘画源泉在于客观现实：“到处云山是吾师。”重视“古意”，认为“作画贵有古意”，“古意既亏，百病横生”（见《清河书画舫》），唐人画马以曹、韩为最，原因在“命意高古，不求形似”（见汪砢玉《珊瑚网》）。认为绘画还要表现“士气”。其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文人画美学思潮有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松雪斋集》。


马端临
 （1254—1323）　宋元之际历史学家。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以荫补承务郎，咸淳九年（1273）中漕试第一。元初任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三十岁前后开始编写《文献通考》，历二十年始成，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治史排除神秘主义的五行说，重视探讨历史事件的原始要终，主张“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文献通考·自序》）。强调历史发展有其自然趋势，非“圣人”意志所决定，“圣人不能违时，不容复以上古之法治之也”（《文献通考·封建考》）。在音乐美学思想上，认为音乐的正变，与政治虽有密切关系，但非直接迅速地反映出来。重视音乐与政治关系的相通与矛盾。认为古代儒家强调“乐之正、哇，有关时之理、乱也”、“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后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后，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后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文献通考·自序》）反映其强调对音乐与政治的实际考究和鉴赏的审美眼光。指出音乐的鉴赏应有其特殊规律和鉴赏者的“宿悟神解”的“过人”才智和感觉力。认为“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同上）反对刻舟覆蕉、叩盘扪烛的片面错误的审美鉴赏和审美判断方法，即只重音乐的形式，而忽视音乐美的内在规律和审美鉴赏水平的方法。著作另有《多识录》、《义根守墨》、《大学集传》等，今佚。


黄公望
 （1269—1354）　元画家。字子久，号大痴、大痴道人、一峰，晚号井西道人，本姓陆，名坚。常熟（今属江苏）人。曾为中台察院掾史，因遭忌下狱。后入“全真教”，往返苏州、杭州、松江等地卖卜云游。不久回归故乡，隐于虞山，从事绘画创作。又工书法，通音律，能作散曲。在绘画美学思想上，认为“作画只是个‘理’字最紧要。”（《写山水诀》）“理”既是艺术创造的规律，又是被描写的山水美的内在规律。强调反映客观自然美的重要性，认为画家应于“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在表现自然美时，要求做到“理”、“趣”、“韵”齐备。理，即“合理”，符合自然的真实；“趣”是“意趣”（《溪山小景》自赞词），指作为审美表现对象的山水的特定气氛；“韵”是“韵度”，实指“士夫气”、“士人家风”。具体要求是超脱不俗，并强调以“理”为要。重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兴”，强调画家“兴来漫写秋山景”时熔铸审美对象的主观作用，把创作激情和审美移情的主观精神蕴含在“兴”这个审美范畴中。在学古与创新关系上，要求熟练掌握古人艺术创造的技法去表现美，熟而能新，“画得纯熟，自然笔法出现”，“以熟为妙”。关于绘画的本质，注重抒情自适的审美愉快，认为作画只“为游戏而已”（倪瓒《江山胜览图卷》题跋）。其美学思想，对于文人画发展有重要影响。著有《写山水诀》。尚有《画理》一册，已失传。陶宗仪《辍耕录》收其《写山水诀》三十二则。《佩文斋书画谱》收录《写山水诀》和《张子政画山水跋》，均集中反映其绘画美学思想。


汤垕
 　元绘画史家。字君载，号采真子。世居山阳（今江苏淮安），祖父时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曾任绍兴兰亭书院山长，征召为都护府令史。在绘画美学思想上，重绘画的“适兴寄意”，并重审美鉴赏。认为道释画、人物画，也有“欲览者生敬慕爱礼之意”，“可为鉴戒”，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提出绘画鉴赏六法：“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传染，然后形似。”（《画鉴》）指出鉴赏高人雅士寄兴写意的“文人画”，要“先观天真，次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得为趣。”（同上）鄙薄“形似”，认为画的“妙处在笔法、气韵、神采，‘形似’末也”，如“拘于形似位置，则失神韵气象”（同上）。提出“以意写之，不在形似”。在审美鉴赏上，继承北宋苏轼重神重意的美学思想。认为画家“胸次潇洒”，“志趣高尚”，所以“意之所至，落笔便与庸史不同”。把画家的审美情操与画作的审美鉴赏相联系，认为：“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万顷波，未易摹写。”（同上）著有《画鉴》（亦称《画史清裁》、《古今画鉴》）。


饶自然
 　元画家。江西人。善诗画，尤精山水画，深得南宋画家马远笔法。在绘画美学思想上，重形神兼备。形象布局要求“合理”，反对“布置迫塞”，“远近不分”，“山无气脉”，“水无源流”，“境无夷险”，“路无出入”，“石止一面”，“树少四枝”，“人物伛偻”，“楼阁错杂”，“滃淡失宜”，“点染无法”。主张画山水要“有不尽之境”，要得山水之“真趣”，“淋漓满纸，不觉其繁”，达到表达无穷境界的审美效果。重视构思、经营的主观情思作用。认为画山水画为避免“布置迫塞”而缺乏艺术境界的毛病，应“先置绢素于明净之室，伺神闲意定，然后入思”。在布置确定之后，又应与艺术形象保持审美距离，即“立于数十步之外，审而观之，自见其可。却将淡默笔，约具取定之式，谓之小落笔。然后肆意挥洒，无不得宜。此宋元君盘礴睥睨之法，意在笔先之谓”。强调画家的“意”与“境”的总体构思和表达效果：“古人布境不一，……每遇一图，必立一意。”（《绘宗十二忌》）著作有《山水家法》。已佚。现存者仅有《绘宗十二忌》等。


周德清
 （1277—1365）　元音韵学家、戏曲家。字挺斋，高安（今属江西）人。善音律，长于北曲。在戏曲美学思想上，尝试对于流行的杂剧音韵进行分类研究，突破以往音韵学家只探求古代音韵的限制，开拓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领域。将戏曲语言和声乐表现的戏剧诗语言的研究，提高到演唱形式美的水平，进行研究。提出北曲的“作词十法”：（1）知韵；（2）造语；（3）用事；（4）用字；（5）入声作平声；（6）阴阳；（7）务头；（8）对偶；（9）末句；（10）定格。并将其特点概括为：“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中原音韵自序》）首次提出“务头”的戏曲审美范畴。认为“要知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强调作曲必须接受歌唱的限制。为明沈璟等“吴江派”的曲律理论的滥觞。又最先提出“俊语”这一戏曲审美范畴，包含着立意、构思、用语俱佳等意，与明清曲学家所言“意趣”、“旨趣”、“机趣”有相通之处。在“造语”一法中提出：“未造其语，先立其意；语、意俱高为上。”（《中原音韵·作词十法》）又说：“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同上）这一审美命题为王骥德所继承。其戏曲美学思想，对明清戏曲理论影响颇大。主要著作有《中原音韵》。


钟嗣成
 （约1279—1360，一作约1275—1345至1360）　元戏曲家。字继先，号醜斋。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寄居杭州。因屡试不第，乃杜门家居，从事戏曲著述。其戏曲美学思想，重视艺术家的审美修养，提出“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日之所学，而歌曲辞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录鬼簿》），强调艺术的审美本性的自然抒发和表现：“盖风流蕴藉，自天性中来，若夫村朴鄙陋，固不必论也。”（同上）高度评价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风格，认为宫天挺的创作：“豁然胸次扫尘埃，久矣声名播省台，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辞章压倒元白。恁心地，据手策，数当今，无比英才。”评郑光祖则为：“乾坤膏馥润肌肤，锦绣文章满肺腑，笔端写出惊人句。番腾今共古，占词场老将伏输。”（同上）又着力提倡创新，主张剧作应具自己的特色，推崇“新奇”的美学范畴。如评范康“一下笔即新奇”；评鲍天祐“跬步之间，惟务搜奇索古而已”；评施惠“一篇篇字字新”；评廖毅“发越新鲜，皆非蹈袭”；评周文质“资性工巧，文笔新奇”（同上），反映其重审美鉴赏眼光的独创性。在作品艺术表现上，重视词采，讲究音律。如评范康“能辞章，通音律”；评陈以仁“其乐章间出一二，俱有骈丽之句”；评周文质“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调，谐音律”，反映其审美形式的观念。著有《章台柳》等七种杂剧，均已佚。所作散曲极富，散见于《太平乐府》、《乐府群玉》、《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诸书。其美学思想集中于《录鬼簿》中。


杨维桢
 （1296—1370）　元文学家、书法家。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诸暨（今属浙江）人。泰定进士，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明初召征修纂礼、乐书志，作《老客妇谣》，表明不仕两朝之意。所修书叙例略定，即请归。作诗颇有成就，自成一派，号称“铁崖体”，风格奇诡，在当时颇有影响。在诗歌美学思想上，强调诗品美即人格美：“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赵氏诗录序》）。认为诗歌必须表现人的性情，反对模拟形似：“诗者，人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李仲虞诗序》），要求“求诗于模拟之外”（《吴复诗录序》）。又把人格美，区分为面目骨体之美与情性神气之美。认为诗歌之美丑，即其形神之美丑，诗歌美的实质，“诗之情性神气，古今无间也”。重视诗歌表现语言格调的形式美，在强调表现性情上，与明代公安派的理论有一定联系；在要求从语言格调形式美上入手，又对前、后七子的思想有直接影响。在绘画美学思想上，重神似，重气韵，“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指出画家主观情思的作用在于“天质”、“人品”和“心传意领”，认为画品的优劣与画家人品的优劣直接相关。主张“书与画一耳”，以书法为画法，但有过分强调笔墨情趣的倾向。主要著作有《东维子》、《铁崖古乐府》。


倪瓒
 （1306，一作1301—1374）　元画家。初名珽，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等。无锡（今属江苏）人。性好洁而迂僻，人称“倪迂”。家豪富，曾筑“云林堂”、“清[image: ]
 阁”，收藏书画文物甚多。因元末社会动荡，遂寄居太湖、泖湖一带村舍、佛寺之中，专心于画事。擅山水，多以水墨为之。创用“折带皴”写山石。好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岭之景，意境幽深萧疏。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合称“元四家”。兼工书法，善诗文。在绘画理论上，提出“逸笔”、“逸气”之说。“逸笔”指绘画笔墨形式和艺术风格，“逸气”则指画家应有的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认为“逸笔”、“逸气”“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答张仲藻书》），“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题自画墨竹》）。明确提出绘画不计较形似与否，仅“写胸中之逸气”（《清阁遗稿》）。重神而略形，欣赏和追求“草草而成”，“有出尘之格”而又“意态毕备”、“天真淡简”的清秀飘逸风格，认为这种风格最能表现画家的士大夫气质、胸襟、情操和素养。强调借景抒情，将作者的气质、感情通过笔墨表现在画面上。和张彦远、黄休复等人仅将笔墨简洁、自然传神称之为“逸”的涵义不尽相同，把最能表现“逸气”的天真淡简的风格美当作绘画美的全部、整体来欣赏，主张画家应有所创新，“兴来挥洒出新意”（《题柯敬仲画竹》）。著作有《倪云林先生诗集》、《清阁集》。

明清


宋濂
 （1310—1381）　明初文学家。字景濂，祖先金华潜溪人，至濂时迁至浦江（今属浙江），故自号潜溪。明太祖征授江南儒学提举，受命修《元史》，任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为文以六经为宗，唐宋为法，颇负盛名，为明初文坛领袖。散文美学思想上，坚持封建道统立场，维护宗经观点，认为圣人本于自然之道，施于社会人事，创造出精神文化，再后又“托诸辞翰”，成为文学形式，以传久远。散文是表现物理、发明事功之文，“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初未尝以徒言为也。”因而认为文章的高下，不应仅在语言文字上去追求，而要从根本着眼。按照孟子的“养气”说，认为散文家“为文必在养气”（《文原》），“气得其养，无所不周，无所不极也；揽而为文，无所不参，无所不包也”（同上）。反之，则“文气日削”，“四瑕”、“八冥”、“九蠹”乘虚而入，使“心受死而文丧矣”。强调作家要重视义理道德修养（养气），又要熟悉社会生活的人事（人文），才能“辞达而明道”。在绘画美学思想上，主张绘画应“助名教而翼群伦”，反对以之“溺志”、“怡神”、“游情”。主要著作有《宋学士全集》。


王履
 （1332—？）　元明之际山水画家、医学家。字安道，号畸叟，昆山（今属江苏）人。学医于义乌朱丹溪，明初为秦王府良医正。著《医经溯洄集》。工诗文，擅画山水。其画师法马远、夏珪，笔墨秀劲，布置茂密。其美学思想强调绘画中“意”和“形”，即作品情意和形象的矛盾统一关系，提出“画虽状形，主乎意”，“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华山图序》），认为要状物之形，必须实地观察大自然，形成直接的审美感受，触发和深化审美的情意，并把“意”和“形”熔铸成为统一的审美意象。指出审美客体千变万化，绘画技法要和审美客体的特殊性相适应，须“去故而就新”，“立于前人之外”。对待前人留下来的艺术规法，应抱“宗与不宗之间”的态度，不能“拘拘于专门之固守”，用“常之常”的规矩对待“变之变”的自然景物。针对长期存在于画家中的“师古人”、“师心”和“师造化”的争论，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见解。肯定美的客观存在，认为只有通过对自然的观照，才能形成审美意象，从事艺术创作。美学论著有《华山图序》等。


高棅
 （1350—1423）　明文学家。一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长乐（今属福建）人。永乐初以布衣征授翰林待诏，后升典籍。工书画，有诗名。在诗歌美学思想上，认为鉴赏与评价诗歌，应该遵循“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感衰”（《唐诗品汇总序》）的审美原则，注意各个时期的不同审美风格，又强调每一时期各人的不同艺术审美特点。在观赏诗人的作品时，根据不同作家的美学风格，赋以“美丽”、“婉媚”、“雅正”、“宿老”、“飘逸”、“沉郁”、“清雅”、“精致”、“真率”、“声俊”、“悲壮”、“超凡”、“雅淡”、“闲旷”、“清淡”、“冲秀”、“山林”、“台阁”、“复古”、“故实”、“鬼怪”、“饥寒”、“豪纵”、“绮靡”、“隐僻”、“偶对”等审美范畴，强调对于诗歌的审美鉴赏，“观者苟非穷精阐微，超神入化，玲珑透彻之悟，则莫能得其门，而臻其壸奥矣”（《唐诗品汇总序》）。其审美鉴赏论，继承《沧浪诗话》所提出的“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的观点，对于明七子的观点有启示作用。著有《啸台集》、《木天清气集》。


朱权
 （1378—1448）　明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古琴家。自称大明奇士，别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臞仙。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曾封于大宁（今属山西），后改封于南昌。广泛涉猎诸子百家、诗文史籍乃至卜筮修炼等各类书籍，著述颇多。卒后谥献，世称宁献王。戏曲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主张戏曲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礼乐之盛，声教之美，薄海内外，莫不咸被仁风于帝泽也”（《太和正音谱》）。继承《乐记》关于“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的观点，认为“人心之和”、“礼乐之和”和“太平之盛”互相作用，戏曲艺术须受社会政治的制约，又可感发人心，起社会教化作用，号召剧作家“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同上》）。首次对元杂剧及其作家进行流派和风格的系统研究，把乐府体式定为十五家，指出丹丘体“豪放不羁”，江东体“端谨严密”，东吴体“清丽华巧”。评论元代和明初的杂剧、散曲作家的艺术风格，以文辞的清丽典雅为主要标准。鄙视民间艺术和戏曲艺人，提出：“凡作乐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同上）。在著录的“群英”所编杂剧外专立另册，缀录艺人作家，名之为“娼夫不入群英”（同上），流露出封建贵族的审美趣味和形式主义倾向。戏曲理论著作有《太和正音谱》等，另外著有杂剧十二种，现存《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


李东阳
 （1447—1516）　明文学家，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天顺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礼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直内阁，累官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为明代文坛重要人物。其诗典雅工丽。美学思想上，重视诗歌“寓彝伦、系风化”（《送伍广州诗序》）、“深于教令”（《邵孝子诗序》）的政治教化作用。反对“徒为耳目之快，情欲之乐”（《郑伍广州诗序》）的诗歌审美论。又强调“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怀麓堂诗话》）的观点，认为诗歌具有特殊性，与音乐一样，均为“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反对以法为诗，指出作诗必有“天真兴致”，“托物寓情”，“贵情思而轻事实”的特点，反映其强调诗歌艺术审美特征的观点。主张诗歌的格调说。认为诗之本质在于声律，可供人讽咏。反对以画论诗：“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今令画工画十人，则必有相似而不能别出者，盖其道小而易穷。而世之言诗者，每与画并论，则自小其道也。”（同上）强调以乐论诗，提出从“格”与“调”两个审美范畴去鉴赏诗，从视觉、听觉美感对诗的“时代格调”作出判断：“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同上）反映其注重审美视觉和审美听觉相结合的诗歌美学观点。又要求诗歌审美风格，“浑雅正大”（同上）。既要有格调之雄浑，又要内容雅正，格调之上，又提出“根理道，本情性，非体与格之可尽”（《桃溪杂稿序》）的主张，表现其反对模仿、反对萎靡不振的诗文风格的美学思想。其美学思想，成为茶陵派美学思潮的代表。著作有《怀麓堂集》。


祝允明
 （1460—1526）　明书法家、文学家。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举人。官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府通判。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子”。为人狂放不羁，不受世俗礼法拘缚。善诗文，亦擅书法，小楷学钟繇、王羲之，狂草学怀素、黄庭坚，笔势劲健，又能出入变化，自成面目。在美学上，认为艺术是情、境结合的产物，“天地山川，阴阳鬼神，人伦隐显，动植生化”，“惟人焉而参之”，“英灵之发，掠彼枢轴，注我心手，而图绘兴焉。”（《枝山文集·陈徵之藏宋元名画记》）认为“情”是身与“境”相接的产物，“境”则在生活经历中获得。强调艺术家须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如果“望不出檐外，行不越户限”（《枝山文集·朱性父诗序》），就不能创作出成功的艺术作品。强调艺术创作中审美心胸和审美能力的作用，提出“将以宣豁风抱，纾和志节，则必得长津阔野，以极其大。将内观心语，玩索理性，则必得窟室奥寝，以极其小”（《枝山文集·葛秀才小楼记》）。分析了审美意象中“象”和“韵”的关系，提出“师楷化机，取象形器”的命题。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一观点在明代画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对清叶燮、石涛、郑板桥等人的美学思想有所启迪。著作有《怀星堂集》等。


王守仁
 （1472—1528）　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弘治进士，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改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谪贵州龙场驿丞。后历任吏部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职。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提出“致良知”的学说。在美学思想上，从“万物一体”的命题出发，认为喜怒哀乐和色声臭味都是心的本体，“心安处即是乐”。美是由审美主体“心”的活动而形成，“天下无心外之物”，否认美的客观属性，提出：“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认为“《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视文艺为心中良知的表现。提出文理一体，“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同上）把美与善等同起来，强调“尽善尽美”，认为艺术的功能是“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同上）。提出在戏曲中“要民俗反朴还淳”，忽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和作用。在艺术形式上主张自然平和、简易明了，反对“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为伪”（《别湛甘泉序》），艺术要“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寄邹谦之》）。不必拘泥于古，为繁琐的形式所束缚。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


李梦阳
 （1473—1530）　明文学家。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后徙居河南扶沟。明弘治进士。官户部郎中。因劾宦官刘瑾下狱。瑾死，复官江西提学副使。美学思想上，认为诗的本质，在于感情和思绪借物而触发，故气柔感人：“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也。难言不测之妙，感物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缶音序》）又说：“夫诗，宣志而导和者也。”（《与徐氏论文书》）强调诗歌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故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同上）并以质朴、情婉、融洽为美。提倡“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答周子书》）。认为按照古人创造的审美模式进行创作才能符合审美的法则和规律。法式古人，是事物要求的必然，非对古人模式的模仿。把学古提高到遵循审美规律的高度，反映其致力于诗歌审美历史规律的探索。指出“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潜虬山人记》）。提出“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命题，以真情、人心与物遇、随遇的关系，阐述诗歌审美创造的真谛：“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梅月先生诗序》）。又从“物”与“诗”的审美关系，进而分析“时”与“诗”的审美关系，指出：“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共，变则激。典则和，激则愤。”（《张生诗序》）又进而提出“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使之而无使之者也，遇之则发之耳，犹鸟之鸣春也。”（《鸣春集序》）突出了诗人审美创造的时代特征。其美学思想对此前七子以及王夫之的诗歌美学理论有较大影响。著作有《空同集》。


王廷相
 （1474—1544）　明哲学家、文学家。字子衡，号浚川。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诗文尚摹拟，提倡复古，“前七子”之一。在哲学上，认为“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在美学思想上明确把审美意象规定为诗的本体，提出“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要“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王氏家藏集·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以《诗经》和《离骚》为例，说明诗歌创作既不能拘泥事实，又不能直泄感情，而应虚实结合，借物抒情。认为诗歌的艺术生命就在于审美意象的创造。著有《慎言》、《雅述》、《横渠理气辩》等，编入《王氏家藏集》和《内台集》。


徐祯卿
 （1479—1511）　明诗人、书法家。字昌穀，一作昌国。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进士，授大理左寺副，后贬为国子监博士。其诗歌风格，熔炼精警，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并称四杰。少又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子”。在诗歌美学思想上，认为“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情感正是这种奥秘的根源：“情者，心之精也。”诗歌创造“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谈艺录》）。指出“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因其势”，诗歌的艺术风格应“因情立格”。论诗贵实，认为“楩楠豫章之材，所用于后世者，贵其实也”，反对追求形式，空陈华藻。强调为文“必本道德之衷，遵作者之度”（《与李献吉论文书》）。主要著作有诗集《徐昌谷集》、《迪功集》，诗歌美学思想，见于《谈艺录》和其他论文中。


杨慎
 （1488—1559）　明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四川成都新都区）人。正德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嘉靖间，两上议大礼疏，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近四十余年。博学多才，诗文自立门户，不为当时风气所染。其诗于繁蔚之中见新警。晚年之作特多感愤，渐见风骨嶙峋之态。又能文、词及散曲。对民间文学也颇重视。论诗坚持“性情”之说，认为诗歌的主要功能是抒发人的感情，“《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升庵集·诗史》）。指出“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唐诗主情》），反对脱离形象抒发议论的宋代理学诗。继承李东阳的诗文分体说，批评儒家传统的“诗史”说，认为诗文各自有其独特的体制和功用，诗不可兼史。反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弊病，但认为作诗离不开才学，指斥“形月露而状风云，咏山水而写花木”的诗是假诗。崇尚清新与老成的风格，认为“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庾信诗》），把清新和老成兼而有之作为诗歌美的最高标准。论文力求“新鲜”，“新”指有新意创见；“鲜”指有文采。认为写文章要从“工”入“神”，摆脱一切束缚，达到自由境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琐语》）。提出文章要有个性，“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为文”（同上）。认为文不论繁简难易，“惟求其美而已”。清妙与丰艳皆可为美。著述颇丰，达一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谢榛
 （1495—1575）　明文学家。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为“后七子”初期的领袖人物。其诗以律、绝见长。在美学思想上，较全面地论述了诗歌艺术的特征。提出：“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四溟诗话》卷二）把“兴”放在首位，认为“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四溟诗话》卷一），带有重视性灵的倾向。提倡写诗要有真情实感，表现“性情之真”，做到“语意两工”，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认为诗歌必须通过“辞前意、辞后意”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反对“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的空泛浅露的说理。从格调说出发，倡导作诗摹拟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本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四溟诗话》卷三）。同时又提出文随世变，“能集众长，合而为一”，有所创新，反对承袭拟古。认为作诗“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溟诗话》卷一），主张养以发其真，悟以入其妙。“养”即“充其学识”，熟读诸家所作；“悟”即顺其自然，捕捉灵感。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反对“德不胜文”，提出“非德无以养其心”，“心犹舸也，德犹舵也”（《四溟诗话》卷三）。著作有《四溟集》。


李开先
 （1502—1568）　明文学家、戏曲家。字伯华，号中麓，章丘（今属山东）人。嘉靖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后因上疏抨击朝政，罢官家居近三十年。能诗善文，与王慎中、唐顺之、熊过、吕高诸人齐名，号称“嘉靖八才子”。尤精词曲。在文学美学思想上，反对李梦阳等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提倡感情真挚、不假雕琢的创作，尤其推崇民间的创作，认为“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市井艳词序》）。主张文学要“随笔随心”，“常言常意”，倡导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重视小说、戏曲等市民阶层熟悉的形式。主张戏曲语言要“雅俗具备”，“明白而不难知”。自谓“俗以渐加”而“文随俗远”，“鄙俚甚矣”而“远近传之”。认为“淡”、“平”、“软”、“俗”是各种文学创作所应努力达到的一种境界。在戏曲创作上，提出“辞意高古”、“音调协和”、“与人心风教俱有激劝感移之功”（《改定元贤传奇后序》）等三条要求。认为戏曲之本，在于“悟入深而体裁正者”。“体裁正”，即在写作中注意“词与诗意同而体异”的形式特点。“悟入深”，即领悟“曲”的“微妙”（《西野春游词序》）。在绘画美学思想上，从笔法着眼，提出了“六要”、“四病”之说。“六要”为“神”、“清”、“老”、“劲”、“活”、“润”；“四病”为“僵”、“枯”、“浊”、“弱”。以传神为首要审美标准。尤重人品、气质的技巧美、形式美、风格美和笔法美。著作主要有《闲居集》、《词谑》（又名《一笑散》）、《中麓画品》，另作有传奇《宝剑记》等。今有《李开先集》。


何良俊
 （1506—1573）　明画家，戏曲理论家。字元朗，号清溪漫叟、紫溪真逸、柘湖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中贡生，荐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后因宦途屡不得意、弃官归隐，专事著述。善画山水，行笔风格清逸，工于鉴赏。在戏曲美学思想上，对于当时士大夫鄙视戏曲的审美趣味颇有异词，欣赏“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喜剧性表演，感叹“滑稽其可少哉！”提倡雄浑壮美的北曲，有“返古”的审美趣味。评曲重本色语，反对刻意造作。主张：“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在“声”与“辞”关系上，提出“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的论点，开沈璟“格律”学说的先声。其论文主张“体备质文，辞兼丽则”，论诗主张“情意深至而词句简质”、“措词妥帖”、“音调和畅”。兼有“本色论”与“格律论”的精神。在绘画与书法美学思想上，分画家为“正派”与“院体”或分为“利家”与“行家”。“正派”指其绘画“笔力神韵兼备”，“院体”指其绘画只是“人物最胜”，“树石行笔甚犹劲”。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有“韵”与无“韵”，并认为“韵”来自人品、传派及对绘画对象的精神本质的掌握。“利家”指其“画山水亦好，然只是游戏，未必精到”，“行家”指其画虽有精湛熟练的表现技巧，却不具有某种韵味。提出绘画有“关于政理”，“裨于世教”的道德教育作用，也有“得以神游其间”的审美怡情作用。主要著作有《柘湖集》、《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等。


唐顺之
 （1507—1560）　明文学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一。授庶吉士，调兵部主事。引疾归，后又任编修等，官至左佥御史。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地理、音乐、数学。与王慎中、茅坤等于嘉靖初年提倡学习唐宋古文，以矫正何景明、李梦阳摹拟古人之弊病，创为“唐宋派”。美学观点上，认为散文应“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之文字”（《又答洪方州书》）。要求文章在“阐理道”、“裨世教”的同时，应“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是以能与世长久”（《答蔡可泉》），反映其重视散文自得而有永恒艺术魅力的美学观点。强调散文语言之美，在于表达“心地超然”，“具千古只眼”，“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答茅鹿门知县·二》）。认为陶渊明的诗因表现其直率性情，虽无计较声律，仍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沈约虽一生精力，用心最苦于声律，却做不出好诗，反映其注重审美主体的思想和情感的自然抒发，反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的美学观点。又提出“天机尽是圆活，性地尽是洒落”，“宁触乎人而不肯违乎心”，“乐率易而恶拘束”，方是“进道之资”（《与两湖书》）的观点，表现其信奉王阳明心学的哲学观点,在其历史时代，尚有启发悟性和审美主体自觉性的作用，但也反映出忽视艺术形式美的片面性。著有《荆川集》，又有《广右战功录》、《南北奉使集》、《史纂左编》等。


归有光
 （1507—1571）　明文学家。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举进士，授长兴令。隆庆中，为南京太仆寺丞。在散文美学思想上，认为：“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气直与天气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不能以与于吾文章之事。”（《项思尧文集序》）强调衡量散文的审美标准是视其“元气”，而不是“权力”。推崇唐宋古文，敢于批评后起主盟文坛的王世贞的美学观点，认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介道之欤？”（同上）又说：“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与沈敬甫》）主张以王阳明心学作为美学观察和表现的理论依据，提出“文字又不是无本源，胸中尽有，不待安排”（同上）的观点，对反对形式美的雕琢追求起了促进作用。著作有《震川文集》，又有《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并行于世。


徐渭
 （1521—1593）　明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或署田水月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屡应乡试不中。曾应聘为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客，于抗倭军事多所谋划。后因胡宗宪被捕入狱，亦遭牵连。晚年以鬻书卖画为生。其诗文“尽翻窠臼，自出手眼”（袁宏道《与冯侍郎座主》），写其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袁宏道《徐文长传》）。善草书，亦擅画水墨花卉、山水、人物，开创写意画派的新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诗文理论上，反对因袭，提倡创新；反对模拟，提倡抒发真实感情。提出诗必“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叶子肃诗序》）。从要求创新和真情出发，极力推崇“天机自动，触物发声”的“塞曲征吟，市歌巷引”（《奉师季先生书》）一类的民间创作，认为读之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的作品，便是兴观群怨之品。其诗文理论开公安派之先声，在反对复古主义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戏曲理论上提倡本色，认为“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西厢序》），只有本色才能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涉及艺术创作中的真实问题。论画“不求形似求神韵”（《画百花卷与史甥》），反对模拟，主张创新，体现了“不为儒缚”的反传统思想和创新精神及追求创作自由，大胆、真实地表现自己情感和意趣的美学思想，著有《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南戏的重要文献和理论批评著作。诗文集有《徐文长集》、《徐文长佚稿》等，另著有杂剧《四声猿》。


魏良辅
 （1522—1572）　明戏曲音乐家。字尚泉，一作上泉。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流寓于江苏太仓。熟谙南北曲，认为当时南曲唱腔“平直无意致”，即与过云适、张野塘、谢林泉等人共同研究，以原昆山腔为基础，吸取了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的长处，融入北曲的唱法，对昆山腔进行改革。被后人奉为“昆腔之祖”。论述了南曲与北曲的不同审美风格，认为“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各有不同”，“北曲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故词情多而声情少。南曲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故词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索，宜和歌，故气粗。南力在磨调，宜独奏，故气宜弱。”（《曲律》）重视戏曲音乐的节奏美，提出“拍，迺曲之余，全在板眼分明。”“长腔要圆活流动，不可太长；短腔要简经找绝，不可太短。”认为“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著有《曲律》，明吴昆麓的校改本名《南词引正》。


王世贞
 （1526—1590）　明文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后出任大名兵备副使，浙江右参政等职，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为“后七子”之一。博学多才，著述繁富，主持文坛二十余年，其诗文创作和理论的影响尤大。诗文理论坚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观点，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三）。注重诗文格调的“实”和“气”，主张在熟读先秦至唐的诗文基础上，融会贯通，“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艺苑卮言》一）。在格调说基础上提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同上）。重视诗歌的意象和对诗歌艺术境界的探讨，强调作家的感情和审美情趣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在戏曲美学上强调“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同上）。论画主张形神兼备，注重“真趣”和“气韵”：“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同上）著作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等，美学著作有《艺苑卮言》。


李贽
 （1527—1602）　明思想家、文学家。原姓林，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后辞官，以著述讲学为业，终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而死。在哲学上，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的见解，把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欲望满足的“势利之心”视为“禀赋之自然”，是符合道德的善。大胆揭露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反对以封建礼教和制度束缚人的个性，主张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其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童心说”，认为天下至美的文艺作品均出自“童心”，“童心者，真心也”，“心之初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同上），即人的真实情感和欲念，文艺作品必须表现“童心”。强调文艺创作过程是一种感情的特殊冲动。作者“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而“不敢吐之”，“莫可告之”，情绪和感受强烈，“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便不由自主地投入文艺创作。认为情感是创作的动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条件。情感须真实强烈。反对“中和之为美”的传统观念，继承和发挥了司马迁的“愤书”说，认为“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焚书·忠义水浒传序》），并把“愤书”说延伸到小说、戏曲领域，认为《水浒传》、《西厢记》都是发愤之作。提倡“以自然之为美”，认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焚书·读律肤说》）。反对传统道德和声律格调等外在形式对艺术创作的限制和束缚，指出“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矫强乃失之”（同上）。以“自然之美”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反对复古摹拟，认为“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童心说》）。提出“化工”与“画工”的审美标准，认为“化工”出于自然，以无法为法，为天下之至文；“画工”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焚书·杂说》）。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焚书·琴赋》），“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焚书·读律肤说》）。从“童心说”出发，充分肯定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价值和地位，甚至把小说、戏曲置于圣传经典之上。冲击了封建正统的文艺美学观念，对当时的公安三袁、汤显祖和冯梦龙等人影响很大。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等，主要美学著作有《童心说》、《读律肤说》、《琴赋》、《忠义水浒传序》、《杂说》等。


沈璟
 （1533—1610）　明作家、戏曲理论家。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生，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历任吏部员外郎、光禄寺丞、行人司司正等官，后辞官回乡，家居三十年，“日选优伶，令演戏曲”，并致力于戏曲创作和戏曲声律研究，以其为首形成“吴江派”，与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并成为明代戏剧史上的两大流派。在戏曲美学思想上，首先提出作曲须“合律依腔”，认为何良俊关于“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的主张，是“词宗宝藏”，提出：“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为中之之巧”（见王骥德《曲律》）。反映其重格律的“志趣”。他被称为“格律派”。强调声律技巧的主要地位，主张“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看到“唱”曲转化为艺术形象时，音乐形象与舞台形象的相互作用。以“拙”为戏曲审美范畴，追求浅显、质实、口语化的朴素形式美与声律的形式美的谐和。标举“质古”、“古雅”、“古体”等审美范畴，以强调“返本”，即“走向本色”。主要著作有传奇十七种，总称《属玉堂传奇》，今存七种。另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吕天成《曲品》增订本后，亦分别收有其《词隐先生手札二通》、《寄郁兰生双调词》和《致郁兰生书》等文。


潘之恒
 （约1536—1621）　明戏曲理论家。字景升，号鸾啸生，冰华生。歙县（今属安徽）人。少以诗称，才敏词赡，以倜傥奇伟自负，曾得汪道昆指教，又曾师事王世贞，并与戏曲家梁辰鱼、张凤翼、汤显祖、沈璟、梅鼎祚、屠隆、臧懋循等常有交往。戏曲美学思想上，认为戏曲是“显陈迹于乍见，幻灭影于重光”，从而达到“悟世主而警凡夫”（《鸾啸小品·神合》）的目的。把演员在艺术创作中的任务，概括为“以情写情”。前一个“情”，指演员自身对生活真实的感受；后一个“情”指体现在剧中人物身上的感情真实性。“写”则是表演体现。认为剧本创作的根本在于传“情”。表演要“致其技于真”，首先要理解剧本之“情”。演员只有领会“情”的“灵明”意境，才能在虚实真假之间创造出戏剧意境，表现“声调之外”的情感。“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同上）提出演员的素质，必须“才、慧、致”（才华、智慧和风致）三者兼之。指出欣赏戏曲的美感过程是，由“观进退步武”的外部技巧和做作夸张的声容，到观“中节合度”的外部形态，到真正感受到美的“神遇”境界，达到“志”与“神”的融合。主要著作有《涉江集》、《鸾啸小品》、《亘史》等。


焦竑
 （1540—1620）　明学者。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今属江苏南京）人。万历进士，官翰林院修撰，谪福宁州同知，移太仆乡试，升南京司业。师事耿定向、罗汝芳，笃信李贽之学。力图调和儒佛，认为儒家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即佛教之“识心见性”（《答友人问释氏》）。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尽性至命”精义，汉宋诸儒经注只是糟粕。在美学上，提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观点，认为“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雅娱阁集序》）。论作文主直取胸臆，不为词家蹊径所束缚，批评拟古主义颠倒黑白，谬种流传，认为对古文词应“不以相袭为美”，而要化实为虚，化死为活，化腐朽为神奇，做到“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对于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继承传统文质相符的思想，既主张文以致道，以“性命”“事功”为实，强调“实胜”；又重视文艺作品的审美功能，认为应“得佳句于物表，疏导性灵”，“即无当于大道，而要为赏心悦目之资不可废也”。著作有《澹园集》、《焦氏类林》、《老子翼》、《庄子翼》等。


屠隆
 （1542—1605）　明诗人。字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万历进士。曾任青浦知县、礼部郎中。美学思想上，重视才情，不废词采，强调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指出六经是“文章之大观”，《左》、《国》、《庄》、《列》之文和屈赋亦“言人人殊”，各有特色。把周秦文章，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寥廓清旷，风日熙朗”的意境，凡“冲玄”、“和婉”、“庄雅”、“简严”等皆属之；一是“飘风震雷，扬沙走石”、“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光怪变幻，能使人骨惊神悚”的“奇作”。强调艺术表现的内在力量，以“风骨格力”为美，不满为文摹拟，“傍人藩篱，拾人咳唾”。主张独创，强调“与古人并驱而前，分道而抗旌”（《文论》）。在诗歌美学思想上，反对扬“实”抑“虚”，认为“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与友人论诗文》）指出虚与实、赋与兴，不能偏废、强分优劣，认为好的作品都是虚实兼美。在绘画美学思想上，主张“妙合天趣”的审美态度，认为人能以画寓意，“不觉妙合天趣，自是一乐。”强调书法入画的重要性：“看画之法，如看字法。”（《画笺》）书法美学思想上，主张“兼收并蓄，聚古人于一堂，接丰采于几案”（《贴笺》）。主要著作有《白榆集》、《由拳集》。


汤显祖
 （1550—1616）　明戏剧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晚年号茧翁，因居玉茗堂、清远楼，别署清远道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万历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上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被降为徐闻典史，改任遂昌知县。后弃官回乡，从事戏剧创作。幼时受教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中年受李贽、达观等晚明启蒙思想家影响，形成以“情”为核心的反理学哲学思想，并成为他戏剧创作和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情”、“神”、“道”三个范畴。认为“情”与“理”相对立，“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强调“世总为情”，必须是由矛盾激发的真实感情，才能“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调象庵集序》），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认为戏曲的社会功用在于改变人的情感、性格、意志和行为，使人与人的关系得以调节、改善，使人的心灵愈趋崇高，一个理想的社会或可由此而生成。认为“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青莲阁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于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是作家理想的形象化，“曲度尽传春梦景”（《帅从升兄弟园上作四首》），“曲中传道最多情”（《送商孟和梅二首》）。认为艺术要抒情传神，做到“神情合至”，反映出作者独特的精神世界。主张以“若有若无为美”（《如兰一集序》），令人内心产生种种“得于象外”的美感。把艺术源泉、美的本质从理论上归结为感官不可企及的“气”或“道”，认为艺术均为“道”之仁爱万物的显现，自然美和艺术美均为道的体现，“天之风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指道）不成其为三才乎”（《艳异篇序》），别开生面的形象、耳目不可及的玄思、奇特新颖的意境的产生，大多是因为“其人心灵能出入于微眇（即道）”（《序丘毛伯稿》）。其美学思想对于当时公安派和以后曹雪芹等人都有很深的影响。著有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即《还魂记》）、《南柯梦》和《邯郸梦》，合称为“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诗、赋、文则合集为《玉茗堂全集》和《玉茗堂尺牍》等，今合编为《汤显祖集》。其美学思想主要见于《牡丹亭记·题词》、《耳伯麻姑游诗序》、《青莲阁记》、《调象庵集序》、《序丘毛伯稿》等文中。


臧懋循
 （1550—1620）　明戏曲家、文学家。字晋叔，号顾渚。长兴（今浙江长兴）人。万历进士，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任性风流、不拘礼法，不容于世，终被弹劾罢官。闲居金陵，编书著文，曾选编《元曲选》。论戏曲崇尚“本色”，以为“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采之乐府，而粗者杂以方言”（《元曲选序》）。注重戏曲之通俗化和舞台效果，曾改订汤显祖的《玉茗堂传奇》，使之“事必丽情，音必谐曲”，“使闻之者快心而观者忘倦，即与王实甫《西厢》诸剧并传乐府可矣”（《玉茗堂传奇引》）。批评《琵琶记》“多学究语”（《荆钗记引》）。注重音律，要求戏曲“音律谐叶”，“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元曲选后集序》）。亦工诗文，著有《负苞堂集》。


胡应麟
 （1551—1602）　明文学家。字元瑞，更字明瑞，号少宝山人，石羊生。兰溪（今属浙江）人。万历举人。广涉书史，学问渊博，著述甚富。工诗文，风格与“后七子”相近，与屠隆、李维桢等人被列为“末五子”。其诗论源出严羽《沧浪诗话》，提倡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主张尚格与尚变的统一。认为“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诗薮·内编》卷五）提出“文章关世运”，承认“诗之体以代变”，但又认为“诗之格以代降”（《诗薮·内编》卷一）。强调取法乎上，习唐以前诗。既强调声调格律是作诗的基础，“作诗大法，惟在格律精严，词调稳惬”（《诗薮·内编》卷五），要求格正调高，又强调神韵天趣，提倡直写胸臆，信笔天成，“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诗薮·内编》卷二），反对刻画雕琢，剿袭模拟。强调诗歌创作应情景交融，做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胜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词不可使胜气，而气又不可太扬。”（《诗薮·内编》卷五）其诗论体现了在规律中求自由，将人工美和自然美结合起来的美学思想。著作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少室山房笔丛》等。


叶昼
 　明小说批评家。字文通，自号锦翁、叶五叶、叶不夜、梁无知等。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就学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卒于天启五年（1625）之后。读书广博，富有才情。曾评点《水浒传》，提出小说的艺术生命力在于真实性，世上先有《水浒传》中的人物和事件，施耐庵才能写出《水浒传》这部小说，“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把“逼真”、“传神”、“肖物”等范畴作为对小说真实性的要求和评价小说最基本的美学标准，认为小说的真实性在于写出“人情物理”，表现生活中的人情世态。最早提出塑造典型人物的理论，指出小说中的人物应该“同而不同”，做到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称赞《水浒传》刻画人物各有派头、光景、家数、身份，一毫不差（《水浒传》第三回回末总评）。提出塑造典型人物要凭借情节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在评论小说时，特别强调“趣”，认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水浒传》第五十三回回评），主张小说应该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其对小说真实性的论述，影响颇大，以后金圣叹讲“格物”，张竹坡讲“入世”，脂砚斋讲“身经目睹”，皆由此理论而来。其关于塑造典型人物的理论，不仅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而且对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作有《四书评》等，另评点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多种戏曲。


董其昌
 （1555—1636）　明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南京礼部尚 书。书法初学颜真卿，后改学虞世南，转学钟繇、王羲之，自谓于率易中得秀色，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擅画山水，讲究笔致墨韵，风格清润，但丘壑变化较少。论书画重神韵，以天真幽淡为宗，认为“古人神气”，“妙处在随意所加，自成体势”。主张作书“要泯没棱痕”，作画须有墨无笔，“去斧凿痕而多变态”。以禅宗妙悟说论书画，提出“若其气韵，必在生知，转工转远”（《画禅室随笔》卷二）。认为“气韵”出自天机，“不可学，此生而知之”（《画禅室随笔》卷二）。但又强调个人的修养，主张以天地为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同上）。通过个人修养使创作时有良好精神状态和充沛精力，“未尝敢以耗气应也”；胸襟开阔，“放开此心，令之至虚”，不为卑琐局曲情态所牵引。在艺术风格和技巧上，强调取境、取势，提倡豪逸，反对秾丽。主张“时出新致”，反对“束于法”，提出“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生外熟”（同上）。强调“须明虚实”，“实虚互用”，认为“但审虚实，以意取之，画自奇矣”（同上）。首倡南北两宗说，将古代山水画分为南北宗，推崇南宗为文人画上脉。概括提出“平淡天真”、“自然浑成”等审美标准，对中国画流派的发展和画论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著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


陈继儒
 （1558—1639）　明书画家、戏曲理论家。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补贡生，旋去，取儒衣冠焚弃之，结茅昆山之阳，后居东佘山。善诗文，书法苏轼、米芾。绘画上，善于描绘水墨梅竹和山水，气韵空远。与同郡董其昌齐名。在绘画美学思想上，欣赏文人画的“味”美，“文人之画不在蹊径，而在笔墨”，“下笔时要有味”（见《盛京故宫书画录》）。认为美在笔墨之味，“有笔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笔不妙者；有笔墨俱妙者。有笔墨俱无者”，要求文人画家借绘画艺术，表示其“雅”与“博”的审美情趣。在戏曲美学思想上，认为汤显祖的戏曲“最称当行本色”，称道《牡丹亭》的“翻空转换”创作方法，把《牡丹亭》的精神概括为“化梦还觉，化情归性”（《批点牡丹亭题词》）。与后来孟称舜论“情”，以及清初洪昇所赞颂的“情”的美学思想，比较接近。著作有《陈眉公全集》、《妮古录》等。


李日华
 （1565—1635）　明书画家、文学家。字君实，号竹嬾，嘉兴（今属浙江）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少卿。能书、画，善赏鉴，尤工山水、墨竹。在绘画美学思想上，肯定绘画的社会教育功能，又认为绘画有抒情写意的作用，即“写出胸中奇”，“聊以自娱嬉”（《竹嬾画媵》）。绘画反映现实，应“得造化真迹”（《六研斋笔记》）。主张画家创作，“要不失天成之致”（《紫桃轩杂缀》）。把“形”、“势”、“韵”、“性”作为审美鉴赏的标准。认为“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六研斋笔记》）。“形”指“方圆扁平”的造型要求；“势”指“转折趋向之态”的审美意象；“韵”指“生动之趣”；“性”指艺术成熟的象征，达到“物自然之天”的境地（同上）。在艺术家的审美修养上，提出“三次第”的层次结构：一曰“身之所容”，指画家的“置身处”，即审美环境；二曰“目之所瞩”，指画家视觉所及；三曰“意之所游”，指画家“情脉不断处”即审美理想。在绘画美与书法美的关系上，提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同上）。认为人品与书品、画品密切相关：“文征明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人品高表现在“胸中廓然无一物”（《紫桃轩杂缀》）。主要论著有《竹嬾画媵》、《紫桃轩杂缀》、《又缀》、《六研斋笔记》等。


袁宏道
 （1568—1610）　明文学家。公安派代表人物之一。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省）人。万历进士。曾为吴县令，颇有政绩。因不耐事务剧繁，不久即告病辞职。后复出，任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和礼部主事，升任吏部郎中。深受李贽蔑视传统、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影响。其诗清丽真率，散文活泼隽秀。抨击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的复古诗论，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与江进之》）。首倡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要求文学真实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强调文章的韵和趣，认为只有毫无粉饰地表现人们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真文字，才是有价值的作品。从抒写性灵出发，充分肯定民歌的价值和地位，认为民歌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叙小修诗》），“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答李子髯》）。在艺术风格上，强调真率自然，反对“累于理”、“累于学”，要求艺术冲破封建教条和声调格律等外在形式的束缚。主张任性而发，又主张淡，反对虚伪矫饰、浅薄刻露。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打破了复古派的统治，在晚明掀起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著作有《袁中郎全集》。今有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宏道集笺校》。


袁中道
 （1570—1623）　明文学家。公安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小修，公安（今属湖北省）人。万历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历国子监博士，南京吏部郎中。早年力主性灵说，反对剿袭雷同，提倡直抒胸臆，抒写真情。后因公安末流之弊日深，故对前期的主张作了修正，强调“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蔡不瑕诗序》），注意法度。指出文学艺术是在主情和主法两种创作方法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末流必趋于俚，则不得不以法律救之；“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末流必趋于浮，则又“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花云赋》）。其理论对公安末流起了部分救弊补偏的作用，但某些主张显示出与拟古派调和妥协的倾向。认为美存在于流动之中，“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指出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认识到事物在各自的差异中表现出美的丰富性。在欣赏山水美问题上，认为只有保持心境的宁静，才能领悟自然之美，“瞑而息焉，收吾视，返吾听，万缘俱却，嗒焉丧偶，而后泉之变态百出”（《爽籁亭记》）。又认为自然与人工之境，各有野逸与秾丽之趣，两者相兼，“清不槁，丽不俗”（《游太和记》），方是至美。著作有《珂雪斋集》。其美学思想，集中表现于《中郎先生全集序》、《花云赋引》、《宋之诗序》、《淡成集序》、《游荷叶山记》、《爽籁亭记》等文中。


钟惺
 （1574—1624）　明文学家，竟陵派代表人物之一。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论诗崇尚“性灵”，认为诗歌创作应抒写心中真切的感受，反对模拟古人，墨守成规。“夫诗道性情者也，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谓其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也。”（《涪郎草序》）但仍提倡“求古人真诗”，通过习古表现古人的精神。推崇诗歌淡远深隽的意象韵致和深幽孤峭的艺术风格。认为“诗，清物也”。主张“其体好逸”，“其地喜净”，“其境取幽”，“其味宜淡”，“其游止贵旷”（《简远堂近诗序》）。强调诗歌创作触景生情，表现幽独的感遇，刹那的灵机，重视诗歌移情契心的审美功能，但排斥热烈刚健的艺术风格，忽视诗歌的现实性和社会作用。著作有《隐秀轩文集》。


冯梦龙
 （1574—1646）　明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寿宁知县，不久即退职家居。清兵渡江时，参加抗清，后死于故乡。在小说美学思想上，认为时代在发展，小说也在变化，“惟时所适”（《古今小说序》）。重视“古今通俗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和审美感染力。以为人要醒天，须通过言论作品：“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醒世恒言序》）编辑、整理“三言”，其主要目的是为“喻世”、“警世”、“醒世”，唤醒世人，改变世风。重视小说揭露社会弊病，批判黑暗现实的思想内容。尤重小说中描写“男女之情”，具有追求个性解放、冲破封建礼教的思想因素。强调小说的表现形式在于通俗“谐于里耳”，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辞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指出小说不能脱离真实，而又不是实录生活：“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但必须合乎“情”和“理”：“事真而理不膺，即事膺而理亦真。”（《警世通言序》）戏曲美学思想上，认为戏曲的形成，是由于“性情之所必至矣”（《步雪新声序》）。“曲以悦性达情”，“本于自然”（《风流梦小引》）。主张美在“真”、“新”。指出戏曲创造要特别注重“真”，自称“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太霞新奏》）。主要著作，有辑录编订的话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又编有民歌集《挂技儿》、《山歌》，散曲集《太霞新奏》，笔记《古今谈概》，另作有传奇《双雄记》等。小说戏曲美学思想，散见于《〈醒世恒言〉序》、《古今小说序》、《曲律序》等。


唐志契
 （1579—1651）　明画家。字玄生，一作元生，又字敷五。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一作泰州海陵（今属江苏泰州市）人。善画山水，画风清远淡逸，颇有元人笔趣。其绘画美学思想，着重于“笔下有神”，并认为“传神者必以形”。以山水画为最高尚审美活动：“画中惟山水最高，虽人物花鸟草虫，未始不可称绝，然终不及山水之气味风流潇洒。”（《绘事微言·画尊山水》）又主张“画要看真山真水”，才能达到最佳的艺术境界。在强调师法造化的同时，指出对于自然景物，要“弃其丑而取其芳”，着力于表现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个性。提出“山水性情”的理论，“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自然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绘事微言·山水性情》）。在解释传统绘画美学关于“气韵生动”的审美命题时，反对以画面上的“烟润”作为达到“气韵生动”的标准，认为“烟润”是画面上的表现手法，不是艺术的生命或精神，明确指出：“气韵生动，与烟润不同。”（《绘事微言·气韵生动》）“气”有笔气、墨气、色气，而“韵”又有气势、气度、气机；而“生动”又非韵之可代。这一说法较为正确地阐发了传统审美理论。在艺术形式美、艺术风格美的标准上，认为“逸品”是近于“奇”，而“实非有意为奇”，是不离乎“韵”，而“更有迈于韵”。其审美效果的特点是“令观者冷然别有会心”（《绘事微言·逸品》）。把逸品审美风格，与浊俗、模棱、卑鄙的丑对立起来。并认为绘画要达到逸品，还要做到理、笔并重。“理”指“法家准绳”，即艺术技法，“如高下大小适当，向背安放不失”等；“笔”指“士大夫气味”，即画家的人品，如“风神秀逸，韵致清婉”（《绘事微言·苏松品格同异》）。著作有《绘事微言》等。


吕天成
 （1580—1618？）　明戏曲家。原名文，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万历间诸生，工古文词，兼长于曲学及声韵。戏曲美学思想上，强调才情与声情的结合，主张“双美”说。以汤显祖和沈璟的戏曲，作为重才情与重声情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沈璟的曲律为创作规范，又以汤显祖的审美才能加以驾驭，则能达到两全其美的境界。“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硎不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蕹，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曲品》）反映其注重审美主体与审美规律相结合的观点。又提出“当行”与“本色”论的新观点，认为流行的这两个概念未得到真正的阐明。指出“当行”在于“自有关节局概”，即戏曲的结构；“本色”在于“别有机神情趣”，即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内在精神，并强调“当行”与“本色”之间的必然联系：“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同上）在比较传奇和杂剧的审美特征时，又提出“趣”与“味”的美学范畴，认为“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无杂剧则孰开传奇之门？非传奇则未畅杂剧之趣也。”（同上）指出杂剧为传奇的先导，传奇又为杂剧拓展了审美趣味的领域。又强调审美趣味来自戏曲自身通过悲欢离合的情节所带给观众的感受，即所谓“描画世情、或悲或笑”，来自艺术家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即“有意驾虚，不必与实事合”，更需要注意浅显易懂，适合观众的艺术情趣，即“凑泊常语，易晓易闻”，“有意近俗，不必作绮丽观”（同上）。提倡审美风格和流派的多样性，认为“多浚文章之派，并扬词曲之波”，“歌套数，洋洋盈耳之欢，唱小令，呜呜沁心之妙”（同上），也应列为上品，并赞赏各种“情从境转”、“苦境可玩”、“苦处境界”、“局境颇新”、“情境激畅”、“无境不新”、“境趣凄楚逼真”、“亦具小境”（同上）。反映“境”和“境界”的美学范畴已成为当时鉴赏戏曲的重要概念。又有“致”、“风致”、“情致”等范畴，也反映其重视艺术审美接受心理效果的美学观。著有《烟鬟阁传奇》等，《齐东绝倒》等杂剧，《曲品》和小说数种。


王骥德
 （？—约1623）　明戏曲理论家。字伯良、伯骏，号方诸生、玉阳生，又号方诸仙史、秦楼外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主要从事戏曲创作和戏曲声律理论的研究，在戏曲理论方面有较大的贡献。所著《曲律》是我国对戏曲创作规律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其戏剧美学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兼收并蓄，调和折中。在戏剧创作中强调“风神”，注重作品内在的精神力量，兼及表现其风貌，追求作品内容与形式融合后的艺术感染力，“其妙处，政不在声调之中，而在句字之外”（《曲律·论套数》）。认为作品的“风神”非人力所致，乃出自“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同上），戏剧作品的内在精神力量和艺术魅力源于真情：“持一‘情’字，摸索洗发，方挹之不尽，写之不穷，淋漓渺漫，自有余力。”（《曲律·杂论下》）把古代美学理论中的“虚实”观点应用于戏曲创作和批评之中，提出：“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以实而用实也易，以虚而用实也难”（《曲律·杂论上》）。认为戏剧创作取材应实，处理当虚；创作的目的倾向求实，表现手法求虚；作品的思想为实，形象为虚。在戏剧创作的风格方面，提出“本色”、“当行”的理论。《曲律·论家数》云：“曲之始，止本色一家”，“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戏曲创作必须符合戏曲演唱的规律特点，力求“当行”。其美学思想推动了明、清戏剧理论的发展，对李渔的戏剧美学理想具有直接的影响。著有戏曲理论集《曲律》、《南调正韵》、诗文集《方诸馆集》（佚），散曲集《方诸馆乐府》（佚）等，另有传奇五种，今存《题红记》一种，杂剧五种，今存《男王后》一种。


计成
 （1582—？）　明园林艺术家。字无否，号否道人。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致力于园林建筑，崇祯间曾为江西布政吴元筑园于晋陵，又为江士衡筑园于鉴江。造园能结合地形随意处置而留有诗意，在当时颇享盛名。总结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系统论述了园林艺术中人为与自然的关系，园林布局的虚实、动静，园林景观的艺术意境及楼、台、亭、阁的审美价值等。提出“虽由天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宗旨，认为园林艺术并非一般的营造活动，而属造园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园冶》）。优秀的造园家应尽可能表现山水林泉的自然风光，使游人宛若在真山真水中游憩。为达到这一境界，须“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合理选择园址。要善于利用天然山水景色：“园地惟山林最胜”，“江干湖畔，深柳疏芦之际，略成小筑，足微大观也。”（同上）又要根据自然地形来构思园林建筑，“随基势高下”，“互相借资”，“顿置婉转”，以求楼台亭阁与自然景色的统一。在园林布局上，讲究动静相济、虚实相生。注重曲直、开合、收放结合，“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同上）。强调园林艺术的意境美，“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晓风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主张山水造景、亭榭设计、花木栽植、楹联题对中的感情色彩，以达到景中有情、境与意浑的审美效果。提出“借景”的理论，“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认为借景可把观赏者的目光引向园外的广大空间，并区分了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不同的借景方法，对后人造园产生很大影响。著有《园冶》，集中体现了其园林美学思想。


文震亨
 （1583—1645）　明造园家、书画家、文学家。字启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曾孙。天启五年（1625）恩贡，选授陇州判，改武英殿中书舍人，协理校正书籍事务。后辞官，居于苏州。清兵攻陷南京、苏州，又避地阳澄湖畔，忧愤绝食自杀。其诗文书画，均得其家传。造园作品有“香草垞”，其中“婵娟堂”、“斜月廊”、“啸台”等景物，反映其对文学、音乐、书画、造园等方面的艺术素养。在造园美学上，认为园林中建筑，“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区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长物志·室庐》）。强调使用各种造园主要材料和陈设器物，应互相配合，形成幽美的景色，使居住、休息、游览者从中得到审美享受。对于各种建筑，又有不同的审美要求，由于环境不同，功能差异，不但取材不同，即其周围布局，也随之而殊，以便彼此调和，呈现自然之美。又注意造园中各种观赏植物的配植方式，要求充分发挥其审美特性，以构成宜人景观。认为：“繁花杂木，宜以亩计。乃若庭除槛畔，必以虬枝古干，异种奇名，枝叶扶疏，位置疏密。或水边石际，横偃斜披；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独秀。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长物志·花木》）在书画美学鉴赏上，强调观赏书法要求“澄心定虑，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自然强作；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长物志·论书》）。著有《长物志》、《琴谱》、《开读传信》等十余种。


张岱
 （1597—1679）　明清之际文学家。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侨寓杭州。出身仕宦家庭。明亡后避居山中，以著述为业。诗文学徐渭、袁宏道、钟惺，尤以散文著称。作品多写山水景物、日常琐事。在美学上，强调艺术的空灵韵趣，提出“诗以空灵才为妙诗”，又强调艺术要合乎情理，从平淡处出奇，以坚实为空灵的基础。认为“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答袁箨庵》）在论及审美意象产生时，强调审美主客体的和谐统一，指出只有具备空灵的“心境”，养成淡泊萧条的心襟气象，才能真正领略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神韵风味。“乐天之旷达，固不若和靖之静深；邺侯之荒诞，自不若东坡之灵敏也。”（《西湖梦寻》）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审美活动的规律。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


孟称舜
 （约1600—约1655）　明清之际戏曲家。字子塞，又字子若、子适，别号卧云子、花屿仙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自幼工诗文词曲，为明崇祯间诸生，加入“复社”。清贡生，曾任松阳教谕。在戏曲美学思想上，认为“元人高处在佳语、秀语、雕刻语络绎间出，而不伤浑厚之意。”（《误入桃源》批语）强调“浑厚”的审美范畴，主张意境淳厚而深远，语言浑朴而含蓄，趣味清纯而深长，无雕琢之病，又无浅率之嫌。从戏剧艺术特征出发，强调剧本的本色和当行、“情”、“景”、“事”的统一，“曲之难者，一传情，一写景，一叙事”，“妙在叙事中绘出情景”（《智勘魔合罗》批语）。在创作思想方面，曾自称其剧本为“言情之书”（《贞文记题词》），认为其传奇创作，“笃于其性，发于其情”，把“性”作为“情”与“理”的中介。论作曲重在性情之“诚”，要求戏曲必须为社会教化服务；认为戏曲创作应由“性情”入手，以实现潜移默化的“移情”教化作用。强调戏曲创作要“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古今名剧合选》序言）。指出诗词与戏曲的不同审美特征，指出：“学戏者不置身于场上，则不能为戏；而撰曲者不化其身为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此曲之所以难于诗与辞也。”（同上）在艺术风格上，主张把杂剧分为婉丽、雄爽两类，反对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以婉丽为重的审美偏向。其美学思想，被视为汤显祖“言情派”的戏曲美学思想的继承和总结。现存剧作以杂剧《桃花人面》、传奇《娇红记》为最有名。戏曲美学思想，反映在《古今名剧合选》的序和评点、《娇红记题词》、《二胥记题词》、《贞文记题词》等文里。


祁彪佳
 （1602—1645）　明戏曲理论家。字虎子、幼文、宏吉，号世培，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天启进士。后任御史，巡按苏、松，清兵南下时，任苏松总督，谋划抗清不成，自沉而死。对戏曲颇有研究，曾著《远山堂曲品》，对所收诸种戏曲，各以己见论优劣，阐述了其在戏曲美学上的观点。注重戏曲中意境的创造，“就寻常意境，层层掀翻，如一波未平，一波复起”。要善于表现意的跌宕变化，“炎冷、合离，如浪翻波叠，不可捉摸，乃肖梦境。”主张戏曲应以真切动人，“词之能动人者，惟在真切”。讲究戏曲布局，“构局之妙，令人且惊且疑；渐入佳境，所谓深味之无穷者”，“眼前事、口头语，刻写入髓，决不留一寸余地”，称此为“真得曲中三昧”。认为剧作家的艺术风格不是固定不变的，“要不能设一格以待之。”著作另有《远山堂剧品》等。


冯班
 （1602或1604—1671）　清文学家、书法家。字定远，号钝吟，又号双玉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入清不仕。与其兄冯舒并称“海虞二冯”。二人为钱谦益的同乡及门人，共同影响当时诗坛。后二冯别开虞山一派。诗宗汉唐，批判时人弃唐尚宋之风，喻之为神驹与驽马，认为学宋诗者不解钱谦益矫正七子之本义，只会“挦扯剽窃”。推重《玉台新咏》和《才调集》，提倡“以温、李为范式”。论诗强调与现实结合，直抒胸臆，“诗之兴也，殆与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乐之情，情动乎中形乎言”（《钝吟杂录》）。著《严氏纠谬》，驳严羽以禅喻诗之说。亦工书法。有《钝吟集》、《钝吟杂录》、《钝吟文稿》、《钝吟书要》等。


卓人月
 （约1606—约1636）　明戏曲家。字珂月、蕊渊，别署江南月中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工于诗文词曲，与戏曲家孟称舜、袁于令、徐士俊、沈泰等人均有交游。在戏曲美学思想上，基于悲观的人生观，反对戏剧中虚假的“大团圆”：“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image: ]
 宴笑……岂不大谬耶！”（《新西厢序》）对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紫钗记》不能脱“团”的窠臼表示遗憾。认为唐人小说《会真记》中崔张爱情以离异终，而《霍小玉传》中以霍小玉愤然离世作结，才是写出人生必然归宿。认为《会真记》结尾时崔莺莺自白：“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才是故事的必然结局，才能令“闻之者足以叹息”，令读者“慨然动世外之想”，并把这种审美效果，提高到戏剧观念的高度：“夫剧以风世，风莫大乎使人超然于悲欢而泊然于生死。”（同上）又说：“文章不令人愁、不令人恨、不令人死，非文也！”（《春波影》眉批）其悲剧观的美学思想对清初金圣叹颇有影响。著作有《蟾台集》、《蕊渊集》和杂剧《花舫缘》等。美学思想集中反映于《新西厢序》、《春波影》等评点中。


徐上瀛
 　明清之际琴曲家。别署青山。太仓（今属江苏）人。明末欲参加抗清，未果，遂隐居吴门（苏州），改名谼，号石帆。曾从“虞山派”张渭川等人学琴，发展此派“清淡微远”的风格，又取诸家之长而别创一格，在当时与严澂（1547—1625）齐名。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仿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创造了琴况二十四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和”，提出音乐“所首重者，和也”，“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而和至矣”（《溪山琴况》），要求琴曲表现的内容、意境、情趣与音乐的形式美、演奏技巧相统一。认为“和”不单是形式技巧，主要取决于演奏者的性情，“大音希声，古道难复。不以性情中和相遇，而以为是技也，斯愈久而愈失其传矣”（同上）。提出达到“和”的精神条件是心静、气清、神远，强调音乐必须要有“意趣”，认为只有保持澄静空灵的审美心胸，培养清远飘逸的气度，具有出神入化的想象力，才能演奏出成功的乐曲。“意趣”“本从性天流出”，又来自艺术修养，“亦陶冶可到”。在艺术风格上，认为风格发于内，形于外，必须内外兼求。“丽”、“亮”、“采”这些音乐的艺术美皆出于宁静清远的心境。推崇古雅淡逸的风致，反对俚俗柔媚之态。其对古琴演奏和欣赏所作的分析，对清代琴坛的理论和实践有较大的影响。著作有《大还阁琴谱》。


金圣叹
 （1608—1661）　明清之际文学批评家。一说本姓张，名采，字若采，后改名人瑞，最后改名喟，字圣叹。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狂放不羁，少有才名。入清后，绝意仕进，曾批点《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等“才子书”。后因“哭庙案”，在南京被杀。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上，最早把塑造典型人物提到小说艺术美的中心地位。认为《水浒》百读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提出“性格”这一范畴，用来概括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并认为表现性格应侧重于独特的个性，“《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水浒传〉序》）。同一性格可由不同形式表现，“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便愈朴至”，使性格更为饱满。强调把不同性格放置在一起对比、衬托，来刻画人物性格，“要衬宋江奸诈”，则“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则“写作扬雄糊涂”。认为肖像、表情、行为、动作、语言的性格化、个性化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方法。“写鲁达阔绰，打人亦打得阔绰”：“只一掌”、“只一拳”、“只一脚”。人物语言亦如是，阮小七所说“定是小七语，小二小五说不出。”强调人物描写必须合乎人情，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因而主张用“极近人之笔”写出“极骇人之事”。指出情节应围绕主要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就是典型性格的历史。认为情节的惊险性和传奇性能引起读者的美感享受，“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又认为情节的传奇性不能“天外飞来”，脱离现实性，须是“当面拾得”。比较小说与史书的不同，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水浒》是“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其思想对清代小说评点家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影响极大。著作除《水浒传》评点、《西厢记》评点外，另有《金圣叹全集》。


李渔
 （1611—约1679）　清初戏曲作家。本名仙侣，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谪凡，号笠翁。别署笠道人、随庵主人、新亭樵客、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屡应乡试不第，曾为金华同知幕宾，后移家杭州、金陵。除戏曲创作外，还从事诗、词、杂著编选。家设戏班，常携其至各地演出。晚年终老杭州。颇负才名，诗文自具风格。于戏曲理论和造园艺术深有研究。美学思想上，以“新奇”为尚，认为“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闲情偶寄·脱窠臼》）。“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同上），“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同上）。反对“盗袭窠臼”，“徒作效颦之妇”，要求“陈言务去”。把“结构”提到戏曲艺术的首位，认为结构“如造物之赋形”。而戏曲创作构思中先要“立主脑”，主脑“即作者立言之本意”（《闲情偶寄·立主脑》），“一本戏中有无数人物情节，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同上）。强调主题鲜明，中心线索突出，因而主张“减头绪”。强调针线紧密，剧情严丝合缝，前瞻后顾：“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提出“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闲情偶寄·戒荒唐》），“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平易可久，怪诞不传，要求从家常日用之事中发掘题材，挖出新意。还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闲情偶寄·审虚实》）“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同上）涉及艺术虚构加工，艺术集中概括和典型化问题。认为传奇要能吸引人，需有“机趣”。“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闲情偶寄·重机趣》）。强调戏剧应雅俗共赏，“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但也反对“一味显浅”，“日流粗俗”。提出创作的“法脉准绳”，认为戏曲作品，“可传与否”，在乎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三美俱擅，词家之能事矣”（《一家言》卷一）。著有传奇《风筝误》、《怜香伴》、《奈何天》、《比目鱼》等，合称《笠翁十种曲》，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无声戏》、《回文传》等，此外还有《笠翁论古》、《千古奇闻》、《诗韵》、《词韵》。其戏曲美学思想，主要见于《闲情偶寄》一书，后汇集于《笠翁一家言》中。


黄周星
 （1611—1680）　明清之际戏曲家。字景虞，号九烟、圃庵、笑仓道人等，一说本姓周。湘潭（今属湖南）人。崇祯进士。官户部主侍，明亡不仕，以教经为生，后拒绝应博学鸿儒试，投水自尽。在戏曲美学思想上，主张“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制曲之诀，在于“雅俗共赏”四字。论曲之妙，以“能感人”为审美标准，认为“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怒则欲杀、欲割：生趣勃勃，生气凛凛之谓也。”（《制曲枝语》）还把作曲主张概括为“趣”，反对“填砌汇书，堆垛典故”以及“琢炼四六句以示博丽精工”的做法。认为曲有“曲之体”，即“多发天然”的创造原则。较辩证地说明戏曲创作与才学的关系，以为“制曲之难，无才学者不能为，然才学却又用不着。”（同上）有传奇《人天乐》、杂剧《惜花报》、《试官述怀》。戏曲美学思想集中于《人天乐》卷首附刊的《制曲枝语》。


周亮工
 （1612—1672）　清初诗文家。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明崇祯进士，入清后历官多任，后数次被弹劾论死，遇赦。诗学杜甫，作品“权奇磊落，语语皆见性情”（《晚晴簃诗汇》）。所纂《尺牍新钞》保存了许多明清之际的美学思想资料。如认为“性情者，诗与文之枢与纽”，“世所谓真诗，不过篇无格套，语切人情耳”，以“人即是诗，诗即是人”为作诗之最高境界。称“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无物，眼底无人”，提倡兼并古人，自成一家。另著有《赖古堂集》、《闽小记》、《读画录》、《印人传》等。


顾炎武
 （1613—1682）　明清之际学者、思想家。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少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清军入关后，曾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孝陵，游遍华北，广结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陕西华阴。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则侧重考据，开清代朴学风气。对文艺与社会、文艺与现实、诗歌内容与形式、创新与雷同等多有论述，批评明末文坛不良风气，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认为文人应怀“救民于水火之心”，以“明道救人”（《与人书三》）为己任。“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善”之文，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能流传于天壤，不绝于后代。称赞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知立言之旨者”。强调为文必合于“当世之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鄙薄言之无物的空洞之文，厌弃曲意逢迎的应酬之作，反对乖巧虚伪的巧言令说。指出“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日知录》卷十九），是“以文辞欺人”，只能起到“乱德”的作用。在诗歌内容与形式关系上，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诗以义为主，音从之。”诗以“尽意”为上，不能把音韵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更不能为了追求音韵完美而忽视诗义的表达。“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日知录》卷二十一）在创作上，贵创新，反对模仿、雷同。认为空疏、模仿，乃明末文风的两大陋习，是“近代文章之病”。模仿必不能产生优秀作品。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模仿易陷入邯郸学步的境地，即使模仿得惟妙惟肖，也往往“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日知录》卷十九）。称《曲礼》“毋剿说，毋雷同”，为“立言之本”（同上）。提出“诗体代降”命题，认为诗体随时代变化而嬗变。于古诗既不可不似，又不可似。“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日知录》卷二十一）。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集》、《亭林文集》等。其美学思想，多见于《日知录》及《亭林文集》。


王夫之
 （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学者称船山先生。早年曾仿“复社”组织“匡社”。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礼聘。明亡，在衡山举兵抗清。战败后投奔桂王，任南明政府行人司行人。后解职返湘，隐伏涤山四十年，潜心于学术研究。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研究，尤精于哲学、史学和文学。美学思想上，强调美存在于客观现实之中，“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古诗评选》卷五）诗人对自然美进行直接观照，情景契合而为审美意象，真实地表现自然“本荣”，即为艺术美。在创作上，提出“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命题。认为创作离不开外物，不能“有笔墨而无物体”，诗人以身、目直接观察、感受对象，乃是创作之前提。“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薑斋诗话》卷二）要善于“体物”，只有“得物态”，又得“物理”者，才能写出好作品。又强调发挥诗人的主观能动性，极尽内在才情，唤起灵感，方能“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同上）。凡是成功的诗作，都是心、物交融的结果。“含情而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同上）在审美观照上，引入佛家“现量”概念。提出动人的审美意象，皆：“禅家所谓现量也。”认为“现量”有“现在”、“现成”、“显现真实”三义。它直接感兴，“不缘过去作影”；“一触即觉”，不假思索；“显现真实”，“不参虚妄”（《相宗络索·三量》）。揭示了审美观照的特点。又以“现量”作为品评诗歌审美意象的尺度，反对宋人以“议论入诗”，纠正其对“以意为主”的片面理解，认为“宋人论诗以意为主，直用意相标榜”，乃“腐儒”之见。赋“意”以审美意象中所寓情意之新解，提出“意犹帅也”，“寓意则灵”。“意”须以“势”相结合，“势者，意中之神理也。”诗有“屈伸宛转”之“势”，就可“墨气四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薑斋诗话》卷二）辩证地看待“情”与“景”，提出“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却相互渗透，“互藏其宅”。反对孤立地写景、抒情的诗风，认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同上）若“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景非其景”，只能使“情”成为“虚情”，“景”成为“虚景”。将“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分为“景语”、“情语”两类，认为“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皆“景语”，而“情寓其中”；“以写景之心理言情”，是为“情语”，然“情语”中又可见“景”。故“景中生情，情中生景”，“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发展了孔子“兴、观、群、怨”说，主张“摄兴、观、群、怨于一炉”（《唐诗评选》卷三），“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薑斋诗话》卷一）。多方面分析了诗歌审美意象的特点，一是血脉贯通的整体性。读诗者应从整体把握其意象，“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见。”（《薑斋诗话》卷二）二是审美意象的真实性。“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貌固有而言之不欺”。三是诗歌意象的多义性，“诗无达志”（《唐诗评选》卷四），“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薑斋诗话》卷一）。四是诗歌意象的独创性。“当其天籁之发，因于俄顷，则攀援之经绝而独至之用弘矣”（《古诗评选》卷四）。批评明代诗歌创作中“立门庭”、“讲死法”的僵化空气。对“雄浑”、“悲壮”、“旖旎”、“整丽”等审美范畴有所论述，提出：“雄不以色，悲不以泪，乃可谓之悲壮雄浑”（《明诗评选》卷六）。著述甚丰，流传至今的有七十余种，后人编为《船山遗书》。美学思想主要见于论诗著作，有《薑斋诗话》以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


笪重光
 （1623—1692）　清书画家。字在辛，号江上外史，晚号逸叟。江苏句容人。顺治进士。官御史。书画名重一时，书法苏（轼）、米（芾），画善山水，兼写兰竹，精鉴赏。在绘画美学思想上，主张山水画要为客观景物传神写照，学习古人应自成一家。以“浑”与“清”、“情”与“象”、“动”与“灵”的审美范畴表达绘画的结构。认为书画同源，“绘心”同于“文心”，提出“诗文书画”，“相为表里”的观点，说明各门艺术互相之间有着共性和内在联系。认为画家具有广博的文化修养，博采众长，积久贯通，是发展绘画能力的必要条件。强调画家人品与画品的一致，“人非其人，画难为画”。在重视继承古法的同时，指出“善师者师化工，不善师者抚缣素。拘法者守家数，不拘法者变门庭。”（《画筌》）主张“意象经营”，“先具胸中丘壑，落笔自然神速。”（同上）把构思与笔墨、内容与形式相联系。在处理绘画空间表现方法问题上，要求“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让人物表现其情感，让观众与艺术作品表现的形象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达到“真境逼而神境生”的“真”、“神”、“美”一体。在书法美学思想上，参用画理画法来分析书法。认为：“画能如金刀之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笔画（“画”）和空间（“白”）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书法创作讲求奇正、曲直、屈伸、抑扬、润燥，相引相拒，相反相成的变化，才能韵趣盎然。对于后世“计白当黑”的理论有重大影响。主要美学思想著作有《画筌》和《书筏》。


魏禧
 （1624—1680）　清文学家。字冰叔，一字叔子，号裕斋，又号勺庭。宁都（今属江西）人。明末诸生，明亡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长于散文，所作凌厉雄杰，表扬民族气节事，感慨淋漓。与兄际瑞、弟礼齐名，有“宁都三魏”之称。散文又与侯方域、汪琬齐名，号“三大家”。重视文章的经世之用，认为“言不关于世道，识不越于庸众，则虽有奇文，可以无作”（《答蔡生书》）。认为要写出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散文，首先应“立本”，“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丰则末茂”（同上）。然所言之“本”则为“正性情”、“不背忠孝节义”。强调为文与做人的统一，指出“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答施愚山侍读书》）。承认艺术法则的必要，“法，譬诸规矩，规之形圆，矩之形方”（《陆悬圃文序》），但“规矩所造”，既能为方圆也能运用不为方圆，“一切无可名之形，纷然各出。”又认为文章之法有常有变，主张符合古人之法又不拘守古人成法。既“万变而不失”，又“善变为法”。还认为必于文外求法，才能尽法之变。“气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彭躬庵文集序》），“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理和气是行文之本。主张独创格调，出古人之外者，“应自立机杼，不必求合古人”。认为如徒似古人，“不过古人之再见”。对于文质关系，指出“今天下之志于道者，既心体而躬行之，必达当世之务以适于用，必工于文章，使其言可法可传”，“辞之不文则不足以达意也”（《甘健斋轴圆稿序》）。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分析和论述了壮美和优美两种美感心理状态，认为“水生于天而流于地，风发于地而行于天”，风水相遭、阴阳交错而“文（美）生焉”，而其势有强弱，遭有轻重，“文”亦有大小：“遭之重者”，“洪波巨浪，山立而汹涌”；“遭之轻者”，“沦涟漪瀫，皴蹙而密理”（《文瀫叙》），反映出其对壮美与优美两种不同美的类型的认识。又认为两种不同的美引起的美感，心理也不同：重者使“人惊而快之”，轻者使“人乐而玩之”。“尝泛大江”，“轻风扬波，细瀫微澜”，引起的美感心理是“乐而玩之，几忘其有身”，达到物我交融同一的愉悦状态；“及夫天风怒号”“水矢舟立；舟中皆无人色”，自然景象使审美主体产生“惊惧”，激起兴奋，进而升起一种豪壮之气，“且怖且快，揽奇险雄莽之状，以自状其志气”（同上）。著作有《魏叔子集》。


陈维崧
 （1625—1682）　清文学家。字其年，号迦陵。江南宜兴（今属江苏）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少有才名。入清后，游居四方，与当时许多诗文名士交游。康熙十八年（1679），以诸生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推崇词体，标榜词道，批驳正统文学观念鄙视词的俗见，开创阳羡派，与朱彝尊（字锡鬯）为首的浙西派、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共同推动了清代的词学中兴局面。赞同“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观点，强调作品抒情写恨，寄托家国之痛。希望通过词作，达于“存经存史”目的。肯定风格多样化，但对苏辛一派情有独钟。著作有《湖海楼全集》。


叶燮
 （1627—1703）　清文学家。字星期，号己畦。原为浙江嘉兴人，晚年定居吴江（今苏州吴江区）横山，亦作吴江人。时称横山先生。康熙进士。曾任宝应县令，以伉直忤长官被参落职。后纵游泰、嵩、黄、庐、罗浮、天台、雁荡诸山，以“山野之人”自称。以诗论见称。美学上，广采儒、道、禅宗等家美学思想，勇于创新，建立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提出“美本乎天”的命题，认为美广泛存在于天地之间，“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风云雷雨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原诗》内篇）这些“造物之文”是“无心”的，必藉“有心”之人以为遇合，才能“发宣昭著”。提出“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己畦文集》卷九）。艺术美即是对自然美的真实表现。“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原诗》内篇）“凡触于目，入于耳，会于心，宣于口”而为诗，“凡遇于目，感于心，传之于手而为象”（《己畦文集》卷八），则为画。将艺术创作分解为“在物者”与“在我者”两方面，“在物者”有三，为“理”、“事”、“情”，“在我者”有四，为“才”、“胆”、“识”、“力”。“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原诗》内篇）用“理”、“事”、“情”表述艺术之本源。认为古今之变，万汇之颐，大至日月乾坤、星辰山川，小至飞禽动植、一草一木，皆可用“理”、“事”、“情”概括。无一物可缺此三者。为真实地表现客观存在之“理”、“事”、“情”，艺术家须善于观察、体验，“揆之于理”，“征之于事”，“絜之于情”，还要通过审美感兴，默会想象，以表现那些并非人人可言之理，可述之事，可达之情，做到“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反映出对艺术表现现实特点的认识。将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力分解为“才”、“胆”、“识”、“力”。认为四者交相为济，“才”依赖于“胆”、“识”、“力”，而“才”、“胆”、“力”又以“识”为依托。有“识”则“才”显，“识”明则“胆”张，卓识则“力”坚。艺术创造力的培养，当以“识”为先。强调艺术家不可无此四者，“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主张“文”“质”统一，诗之“体格”、“声调”、“苍老”、“波澜”要依赖于“诗之性情，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原诗》外篇）。主张“人品”与“诗品”的统一，“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同上）强调诗人“胸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指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原诗》内篇）反映出对创作主体审美心胸的重视。认为文学的价值，应当追求“是”，即追求自然真实。文学作品“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即工拙定”（《己畦文集自序》）。赞赏艺术上多种风格，肯定其并存的合理性，认为“平、奇、浓、淡、巧、拙、清、浊，无不可为诗而无不可以为雅。诗无一格，而雅亦无一格。”（《己畦文集》卷九）通过对诗歌史上“正”、“变”、“盛”、“衰”关系的分析，阐述其艺术发展观。认为诗歌发展有“正”亦有“变”，有“盛”亦有“衰”。或者是诗随政治风俗、时代面貌而变，如《诗经》中“变风”、“变雅”的出现；或者是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如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前者“变不失其正”，“有盛不衰”；后者变以救其衰，“递变递盛”。论述了诗之“变”对于诗之“盛”的作用，肯定“变”的合理性和绝对性。认为艺术家不能因循袭旧，而应“以创辟之人为创辟之文”（《己畦文集》卷十三），“言前人之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原诗》内篇）著作有《己畦文集》。


朱彝尊
 （1629—1709）　清文学家、学者。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明亡后，曾与魏耕等图谋恢复，事败，几祸及。远游，以“布衣”自尊，与顾炎武、魏禧、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游。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后因故被劾罢官，居乡著述以终。诗为浙派诗开山祖，与王士禛齐名，有“南朱北王”之称。词开浙西派，进而成为词坛领袖。针对当时词坛弊端，提出小令、慢词分而习之，以兼南北宋之长。但偏于南宋慢词重雅风格，尤其推重姜夔、张炎，认为“词莫善于姜夔”（《黑蝶斋诗余序》）。肯定词有“寄情”、“传恨”之功用，“词虽小技，昔者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解珮令·自题词集》）。又认为词适于宴嬉逸乐。分辨诗词之别曰：“诗际兵戈俶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编有《词综》、《明诗综》，著有《曝书亭集》、《曝书亭画跋》等。


恽寿平
 （1633—1690）　清画家。初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别号云溪外史。晚年又号东园草衣、白云外史。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格诗超逸，书法俊秀，画笔生动，时称“三绝”。初善山水，后专学花鸟虫鱼。不应科举，长期以卖画为生。在绘画美学上，主张“不为先匠所拘”，而以造化为师。“作画须有解衣盘礴，旁若无人意，然后化机在手”，“游于法度之外”（《南田画跋》）。强调“情”在绘画上的作用。认为“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四季之山本无情，经过画家“摄情”作用，则可见出“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同上）。认为绘画贵在“写神”、“传韵”，而“传神难，传韵尤难”。注重绘画意境的创造，主张“意贵乎远”，“境贵乎深”。论述了绘画中的“神”、“逸”、“妙”等美学范畴。认为“神”者宛若游龙，“其势从半空掷笔而下，无迹可寻”；逸者“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脱尽纵横习气，澹然天真；“妙”者“平澹而奇不能过”，“一水一石而千崖万壑不能过”。对于艺术作品的“虚”“实”、“繁”“简”，亦有所见。指出：“气韵自然，虚实相生，此董（源）巨（然）神髓也。”主张“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反映一定的辩证思想。艺术风格上，反对浓丽华靡，崇尚清丽淡雅。著作有《瓯香馆集》。其中《画跋》集中体现其美学思想。


王士禛
 （1634—1711）　清诗人。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进士。曾任推官，后官至刑部尚书。标举“神韵”，成为名重一时的诗坛领袖并主盟五十年。同朱彝尊齐名，为当时南北两大诗人之一。“论诗凡屡变”（俞兆晟《渔阳诗话序》），早年宗唐，中年宗宋，晚年复归唐。认为明七子诗学盛唐，只求笔调“高华壮丽”，不免于浮嚣。主以镜花水月为特点的“神韵说”，要求诗歌气象上具有含蓄朦胧之美。称赞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和严羽形容盛唐诗歌“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认为“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欣赏言调简洁、景象空灵玄虚而含义深远的作品。追求“冲淡清远”的艺术意境，标举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以为最上。反对以理入诗和诗人直说，强调诗的“味外味”、“旨外旨”。认为只有“兴会神到”的诗画，才可能达到神韵飘逸的境界，“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池北偶谈》十八）欣赏“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伫兴而就”，“自然天成”，“不以力构”、“不可强求”，不雕饰而工。强调作诗方法，“须其自来”，读诗方法，又重神会。有《带经堂集》，笔记《居易录》、《池北偶谈》等多种。另清张宗柟曾摘录散见于各书中的王士禛论诗语，编成《带经堂诗话》。


石涛
 （约1640—约1708，一说约1642—约1718）　清初书画家。原姓朱，名若极，明靖江王朱守谦子。广西全州人。南明政权倾轧中，其父被诛，兄弟离散，乃削发为僧。法名原济（亦作元济），字石涛，别号清湘陈人、苦瓜和尚、石道人、大涤子等。南明政权亡后，迁往安徽宣城，后移居金陵、扬州，曾去北京以画供奉三年，晚年定居扬州。擅画山水，画名极盛，对以后扬州画派与近代画风，影响极大。在长期艺术的实践上，形成了自己的绘画美学思想，其核心是“一画”说。认为“一画”乃世界万物形象和形象结构最原始、最简单、最基本、最普遍的因素，是“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苦瓜和尚画语录·一画》），实际上即是绘画的本根与大道。一画开天，“一画之法立，万物著矣”（同上）。“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有一画就有形象。强调“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苦瓜和尚画语录·了法》），提倡“了法”，要求认识并掌握绘画法则，运用自如获得自由，“不能了者，反为法障”（同上），认为“法自画生”，“障自画退”，绘画实践对掌握绘画法则有决定作用。强调：“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反对“泥古不化”，主张“借古以开今”；反对“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之人心”，又反对“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主张艺术创造精神、艺术个性：“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自用我法”（同上）。提出“尊受”，强调尊重画家自己的创造力。认为“识然后受，非受也”（《苦瓜和尚画语录·尊受》），不应用古代学识规限、否定自己的创造力，而应“先受而后识”（同上），以自身的创造力为基础来运用古代绘画的学识。又提出“资任”说，认为画家应借助自然对画家的赋予，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人能受天之任而任”，“必先资其任之所任，然后可以施之于笔”（《苦瓜和尚画语录·资任》）。认为“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因而画山水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强调了解生活与注意艺术修养的重要意义，认为“夫画，形天地万物者也。”艺术家要创作，必须具备“蒙养之功，生活之操”，才能对山川自然景物“一一尽其灵而足其神”（《苦瓜和尚画语录·笔墨》）。重视“遗貌取神”，要求达到“不似之似”。著作有《苦瓜和尚画语录》（其手写刻本名《画谱》）及后人所辑《大涤子题画诗跋》等。


王原祁
 （1642—1715）　清画家。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康熙进士。因专心画学，被招以画供奉内廷，鉴定名画，曾奉旨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任书画谱总裁和《万寿盛典》总裁。官户部侍郎，故亦称“王司农”。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并称“四王”。以其为中心，形成“娄东派”。画法遵循临古道路，尤以黄公望为依归。但亦主张学古“须以神遇，不以迹求”，“得其意而师之”（《麓台题画稿》），要在学习中有所创新，“一变而为本家体”（《麓台题画稿》）。其画特色在喜用干笔积墨法，风格浑厚沉雄、元气淋漓，有“笔端金刚杵”之称。追求“浑朴中有超脱”，“刚健中含婀娜”以及“不事粉饰而神采出焉，不务矜奇而精神注焉”（《麓台题画稿》）的审美风格。兼重理、气、趣的融合：“作画以理、气、趣兼到为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逸之品。”（《雨窗漫笔》）著有《罨画集》、《扫花庵题跋》、《雨窗漫笔》、《麓台题画稿》等。


贺贻孙
 　清诗歌评论家。字子翼，江西永新人。崇祯时曾与陈士业、徐巨源、曾尧臣诸人结社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明亡隐居。清顺治初，学使者慕其名，特列之于贡榜，贺避不就。康熙时为拒博学鸿词荐，削发入深山。晚年贫困。主张诗人应为悲愤不平而作诗，如是由于“方寸太平”而作诗，则无诗歌的美刺讽诫和兴观群怨作用。认为诗歌应象天地间的“雄风”，要“怒”、“激”，“吹沙崩石，掣雷走电”，要“凄怆”、“哀怨”、“以哭为歌”（《自书近诗后》）。又认为诗歌创作是由不平而至于平，以风为喻：“知风之为物：其怒也，乃其所以宣也；其激也，乃其所以平也；其凄怆也，乃其所以于喁唱和也。风人之诗亦犹是已。”（《康上若诗序》）作诗的起因虽是不平，而作诗的效果则是平，能辩证地处理诗歌的作与用两方面的关系。主张诗歌要“蕴藉风流”、“灵变惝恍”、“清空一气”、“温柔婉恋”，要“平远”、“清”。注意个人坎坷的人生遭际及感慨可由诗歌创作而转化为艺术对象。认为：“诗之近自然者，入想必须痛切；近沈深者，出手又似自然。”（《诗筏》）对诗歌创作和鉴赏提出了“诗以蕴藉为主”、“诗文有神，方可行远。神者，吾身之生气也”，“使人不觉为怨，真可以怨者也”（同上）等审美要求。在对当时诗歌的具体评价中，尚“自然”、“性灵”、“至情”，反对泥古不化，表现了当时一种较高的审美趣味。著作有《诗筏》、《骚筏》、《水田居士文集》等。


毛宗岗
 　清小说评点家。字序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修订罗贯中《三国演义》，并加评点，成为今天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在小说美学思想上，视历史小说为历史实录，认为历史小说应“意遵正史”或“一据实录”（《读三国志法》）。在艺术手法上，认为“《三国》一书，有巧收幻结之妙”（同上）。“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巧”、“幻”、“奇”、“妙”，在于所写“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同上）。受金圣叹影响，强调历史小说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性。但认为典型人物是某种道德概念的体现，并把典型人物绝对化为“三奇”、“三绝”。又认为典型人物的性格特点须通过一系列典型情节来展现，强调典型人物的个性化。主张描写同一类型的人，要写出各自独特的性格，“两人同是豪杰，却各自一样性格”（《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回首总评）。在塑造人物艺术方法上，提出“正衬”、“反衬”等“相衬之法”，并认为“正衬”比“反衬”效果更明显。主张在性格冲突中刻画人物，“以豪杰折服豪杰不奇，以豪杰折服奸雄则奇”。描写上主张化静为动，在特定情势和氛围中对人物作动态描写，层层渲染，使人物形象避免平面、呆板。又认为“隐而愈现”，“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为，正于无处写”（《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首评），以便能调动和便于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


廖燕
 （1644—1705）　清文学家。初名燕生，字梦醒，又字人也，号柴舟。广东曲江（今韶关）人。诸生。后绝意仕进。对朱熹一派宋学大胆非议，“近来风气，堕入宋人一派”（《寄李湖长》），“朱注之谬误极多，果可据哉？”（《与黄见涯》）强调读“天地万物”这部“无字书”。认为诗文之所发，乃是天地间有“愤气”在，自然界也是“愤气”所结，“吾以为山水者，天地之愤气所结撰而成者也。天地未辟，此气尝蕴于中，迨蕴蓄既久，一旦奋迅而发，似非寻常小器足以当之，必极天下之岳峙潮回海涵地负之观，而后得以尽其怪奇焉”。“愤气者，又天地之才也”（《刘五原诗集序》）。强调意趣之自然迸发，欣赏“其文多成于未有题目之先”的“古人之文”（《复翁源张泰亭明府书》），“未造物之先，物有其意，既造物之后，物有其形，则意也者，岂非为万形之始，而亦图画之所从出者欤？”“痴以意为园，无异以天地为园，岂仅图画之观云乎哉？虽然，天下事亦得其意已耳”（《意园图序》）。著有杂剧《醉画图》、《诉琵琶》、《续诉琵琶》、《镜花亭》，另著有《二十七松堂集》。


洪昇
 （1645—1704）　清戏曲家、诗人。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别署南村樵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没落世家，幼受业于陆繁弨，后又从毛先舒、朱之京学。科场不利，只做过二十年国子监生。入京后曾受业于王士禛、施闺章。所著《长生殿》传奇，轰动一时，与孔尚任齐名，有“南洪北孔”之誉。论戏曲重“情”，自述《长生殿》创作乃“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长生殿》）。但重不违典则之情，不忘“诗人忠厚之旨”（同上）。重视戏曲之教化功能，认为作品应以“纪风俗，颂熙皞”和“垂戒来世”为目的。对于情节布局，认为应避免俗套，力求出新。亦工诗，“其诗流澹成家，渔洋及门中，在吴天章下，余子之上，应以可传许之”（《国朝诗别裁集》）。著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诗骚韵注》、《长生殿》传奇、《四婵娟》杂剧，另有传奇《回文锦》、《回龙记》、《锦绣图》、《闹高唐》，杂剧《节孝坊》、《天涯泪》、《青衫湿》等，已佚。今人辑有《洪昇集》。


孔尚任
 （1648—1718）　清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诗人。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世孙。官至户部主事、员外郎等。熟谙明清易代之际故实，以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传奇，名动天下，与洪昇并称“南洪北孔”。对于戏曲理论也有精深研究，见解体现在《桃花扇》卷首所附的《小引》、《小识》、《本末》、《纲领》、《凡例》以及书中“总评”等处。注重历史题材，提倡写实风气，视《桃花扇》如“信史”。强调独辟境界，化腐为新，对于人物塑造之见解尤其精到。为诗主张“真、新、雅、清、趣”，反对“平熟无味之意，含糊不了之辞”。诗作“才思濬发，挥洒自如，绝无锲舟刻楮之迹，太冲口处，不免元轻白俗，极俊脱处，自是作手”（杨际昌《国朝诗话》）。著有《湖海集》、《岸堂集》等，有《桃花扇》、《小忽雷》（与顾天石合撰）等传奇，今人辑有《孔尚任诗文集》。


赵执信
 （1662—1744）　清诗人、诗论家。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今青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典山西乡试，迁右赞善。后因国丧期间观《长生殿》被革职。与宋琬、施闰章、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合称“清初六家”。信守儒家理论，推重晚唐诗歌，认为“诗之为道”，非徒风花雪月，以风流相尚而已，应能“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礼义之大者也”。著《谈龙录》，主张诗言志，批驳严羽之“兴趣”、王士禛之“神韵”说，认为严羽的“兴趣”说为“痴人说梦”，批评王士禛不喜杜甫、白居易，无异于绝弃传统。主张“诗人贵知学，尤贵知道”，兼重辞采、典故、声律等形式因素。著作编为《饴山堂集》等。


方苞
 （1668—1749）　清学者，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后得赦。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礼部侍郎。治学宗宋儒程朱，尤精于《春秋》、《三礼》。为文崇尚韩、欧等唐宋诸大家。以“义法”为散文创作的核心理论。提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主张文章应做到有内容和条理，结构严谨，合于体制。以“澄清无滓”、而又“瑰丽浓郁”为艺术上的最高境界。主张学习写作“必纵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古文约选凡例》）。著作编为《方望溪先生全集》。


张竹坡
 （1670—1698）　清小说评点家。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祖籍绍兴（今属浙江），迁居彭城（今江苏徐州）。以“泄愤”说、“寓意”说及“苦孝”说解释《金瓶梅》，认为其书作者“终不能一畅吾志，是其言愈毒……展转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愤，是用西门氏以发之。”（《竹坡闲话》）作者面对世态炎凉、社会丑恶，通过西门氏一家进行批判。认为自己要将此深意揭示出来，“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负作者千秋苦心哉！”（《竹坡闲话》）又认为《金瓶梅》乃“寓意”之作：“《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金瓶梅寓意说》）寓意批判之最终目的在于惩戒，又提出“苦孝”说：“《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并对《金瓶梅》在人物塑造、心理描写、语言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也加以深入揭示。又曾评点过《幽梦影》。撰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等，另有诗集《十一草》。


沈德潜
 （1673—1769）　清诗人。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后为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倡格调说。强调诗的功利性，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说诗晬语》）。提倡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认为这是“诗教之本原”。以“襟抱”和“学识”作为创作之前提，“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同上）。论诗强调“格调”，将诗歌的语言音调作为诗的关键，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而诗的格式音调：“杂乱而无章，非诗也”，“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同上），视形式因素为创作的中心。注重诗歌的沿流穷源，“渐窥风雅之遗意”，强调“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称赏明七子，并承袭其拟古主义主张。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豪浑厚的境界。反对“以理语成诗”，又反对“不涉理路”，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强调“议论需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主张用诗歌特有的感情色彩、形象化以及韵趣等特点来表现理路。认为“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同上）创作要有个性，“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著有《归愚诗文钞》，论诗著作有《说诗晬语》，又选编《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书。


金农
 （1687—1763）　清书画家。字寿门，又字司农，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荐举博学鸿词科，入京未试而返，好游历。后侨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之一。画善山水、人物、花鸟，尤工墨梅，其楷书号“漆书”，自成一家。反对南北宗分派之成见，要求画家“先脱南宗与北宗”；“游戏通神，自我作古”（《杂画题记》）。强调独创，主张“不求同于人”，因“同于人，则有瓦砾在后之讥”（《画竹题记》）。主张师法自然，“画竹以竹为师”，于自然之中寓以自己志趣，“于画竹满幅时，一寓己意”，故“幽篁一枝”，实乃“出之灵府”（《画竹题记》）。亦工诗，其诗“清妙绝尘”，“笔致萧散”。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杂画题记》等。


郑燮
 （1693—1765）　清书画家、文学家。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克柔，号板桥。世籍苏州，明洪武间，迁居兴化（今属江苏）。乾隆进士。初孤贫，借笔墨代耕稼，浪游以卖画为生。曾官山东范县令、潍县令，因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遭罢官，居扬州重操卖画旧业，为“扬州八怪”之一。工书法，以篆隶体参合行楷，非古非今，非隶非楷，自称“六分半书”。擅画兰竹，体貌疏朗，笔力劲峭，借以寄托其坚韧倔强的品性。又善诗文，诗意新奇，且有描写民间疾苦之作。不满“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主张诗文应“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并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推崇“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题画》）。提出绘画有从“眼中之竹”经“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转化过程，认为“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同上）总结了从生活美到艺术美的创作规律。主张灵活运用艺术手法，“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认为非凡的艺术创作是不受成法束缚的，“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补遗》）强调对传统应“学一半，撇一半”，非不欲全，实不必全，认为这样才能“脱古维新特立”。著作编为《郑板桥集》。


徐大椿
 （1693—1772）　清诗人、医学家、音乐理论家。一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不屑仕进，遂弃举子业。工诗词声曲，尤精医术。对音乐也有独到见解，认为“乐”包括七项内容：“一曰定律吕，二曰造歌诗，三曰正典礼，四曰辨八音，五曰分宫调，六曰正字音，七曰审口法。”（《乐府传声》）因“口法”“全在发声吐字之际，理融神会，口到音随”，且“日变而日亡”，故重“口法”研究。认为戏曲因面对“愚夫愚妇”，故要特别重视通俗性，“若其体则全与诗词各别，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隐”，“随听者之智愚高下，而各与其所能知，斯为至境”（《乐府传声·元曲家门》）。另有对声乐理论的诸多看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著有《画眉泉杂咏》、《乐府传声》、《管见集》等，另有医学著作多种。


刘大櫆
 （1698—1779）　清文学家，桐城派主要代表之一。字耕南，一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官黟县教谕。少游于方苞门下，传其古文“义法”。认为“法”的核心是“神气、音节”，“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论文偶记》）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气无神主，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认为“音节者，神、气之迹也”，神气不可见，可于音节见之。“字句者，音节之矩也”，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积字句成章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同上）。有《海峰先生文集》、《海峰先生诗集》，其美学思想集中见于《论文偶记》中。


黄图珌
 （1700—？）　清戏曲家。字容工，号蕉窗居士，守真子。松江（今属上海）人。曾官杭州、衢州府同知，卒于乾隆年间。在戏曲美学思想上，发展了传统戏曲的“本色”理论，提出“化俗为雅”的主张。既反对“过于鄙陋”，又反对“过于高远”，强调“其所贵乎清真”。提出“词气”、“词情”的理论。认为“词之有气，如花之有香”（《文学部·词曲》）。“气”即贯穿于作品的内在精神，它不是作家生而固有，而是“得之于造物”，“出之于鲜花活卉”。有这股“气”，作品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魅力，成为“入之于绝响奇音”的真正艺术珍品。强调创作中“情景相生，自成声律”；“景随情至，情繇景生”（同上）。主要剧作有传奇《雷峰塔》、《栖云石》等，另有《看山阁集》，其中《文学部·词曲》一篇，反映其戏曲美学思想。


曹雪芹
 （1715？—1764？）　清小说家。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自曾祖起，三代任江宁织造，雍正初年因清统治者内部矛盾，其父免职，家族被抄，遂随家迁居北京，流浪播迁，穷困坎坷。中年迁居京郊香山一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该书也反映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在小说美学上，主张艺术表现生活真实，自谦《红楼梦》“不过实录其事”，但又认为艺术不可简单模仿现实，提出“假语村言”、“真事隐去”的主张。认为艺术中的“假”应以生活中的“真”为基础，要通过作家的想象与虚构，借“假”言“真”，既使“真中有假”，又使“假中有真”。表现题材要不落俗套，反对“千部共出一套”的公式化作品。借宝玉之口提出：“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自称“只取其事体情理”，虽然《红楼梦》“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反倒新奇别致”。创作方法上，主张“追踪蹑迹”。提出“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遭际，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在诗歌美学上，重视诗歌意象的创作，提出“意趣真”的美学标准。借黛玉论诗，批评“词句新奇为上”的观点，强调指出：“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不以辞害意”。绘画美学上，主张“作画初无定法，惟意之感受所适耳”；“万物均宜为法。必取法自然，方是大法。”（《废艺斋集稿·岫里湖中琐艺》）强调“取形勿失其神”。借薛宝钗评论大观园图，提出绘画艺术构思的原则，要“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不能“照样儿往纸上一画”。认为只有妥善处理远与近、主与宾、增与减、藏与露的关系，“方成一幅图样”。在园林美学上，强调不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应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方不伤于穿凿。故以“天然图画”为尚，若“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脂砚斋
 　中国最早评点《红楼梦》者笔名。清乾隆时小说评论家。姓名、生卒年与生平均不详。清人裕瑞指为曹雪芹叔父，但亦有人考证为他人。至今尚无定论。但此人定熟悉曹雪芹为人、思想、生活和创作情况。《红楼梦》流传的最早手抄本，即夹有其评语，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书名。评语涉及《红楼梦》的生活基础、创作方法、主题思想、人物塑造以及情节、结构、语言、细节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其美学思想。最早肯定《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认为“情”为其艺术价值的核心。它是“因情捉笔”，“因情生梦”，“因情得文”，终成“一篇情文字”。表现了理想与美的毁灭，以“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写成，“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唤起悲剧美的共鸣。在小说的真实性上，强调艺术真实的可贵。认为《红楼梦》的最大优点是真实。“形容一事，一事毕真”，即使写梦境，亦“从至情至理中写出”。但“毕真”不等于“据实指陈”，“真而可考”，而是“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它不同于历史的真实，可以是“事之所无”，但却“理之必有”，“合情合理”，“近情近理”，以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向。主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要有亲身经历，“试思若非亲历其境者，如何摹写得如此。”（《红楼梦》第七十六回批语）读者只有“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才可心心相印“知其神妙”（《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批语），产生共鸣。在人物塑造上，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是生活中某一真人的实录，“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红楼梦》第十九回批语）认为宝玉形象虽多令人不解之处，但“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同上）触及审美感受中艺术想象及理解的作用。强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对“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之语”（《红楼梦》第二回眉批），“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红楼梦》第四十三回批语）主张“正邪两赋”，从多侧面展现人物性格。


袁枚
 （1716—1797）　清诗人。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进士。曾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知县。后辞官寓居南京小仓山随园。诗空灵、流利、新巧，但所写性情遭际多为士大夫闲情逸致。发展“性灵说”，强调“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认为“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陶怡云诗序》）。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主张诗要重个性，重有我，要见出作者的真性情。指出“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再答李少鹤书》）反对复古，认为“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主张“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续诗品·著我》）。提出诗文应以“出新意却东言为第一着”。以“大巧之朴”、“浓后之淡”为评判诗歌艺术的标准。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随园诗话》卷五）。以为诗好同人美一样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后天为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认为“诗难其真，有性情而后能真；……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诗话补遗》卷六），强调以人巧济天籁。从语言艺术的角度分析散文和骈文的关系，认为散和骈，即“奇”和“偶”，皆是自然的特点，两者应并存，“安得以散为有用，而骈者为无用也”，启清代文人骈散合一说。但论文则又强调“德行本也，文章末也”（《答惠定宇书》），并主张“诗谶”说。著作主要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戴震
 （1723—1777）　清学者。字东原，一字慎修。安徽休宁人。年轻时曾随父为贾贩，四十岁中举，后六次会试皆落第。乾隆间奉召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经学、语言、音韵、考证等均有较深造诣。以“气化流行”的自然观，“血气心知”的认识论，“以理杀人”的伦理思想，抨击程朱理学，对天道、理义、情欲、善恶等范畴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事物由“气化流行”而成，美丑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们体现在客观事物之中。指出只有人类有审美活动，能产生美感。“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孟子字义疏证·才》），“惟人之知”，“能尽美丑之极致”。认为审美活动是一种“血气心知”的认识过程。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但作为审美对象的“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尤美者也”（《孟子字义疏证·理》）。人的审美活动首先通过眼、耳、口、鼻等作为人的生理机制的“血气”的感知，在感知的同时又有“心知”的“辨”与“察”，使“物实”、“物则”了然于心，产生美感。认为“悦”离不开“情”与“欲”，在审美活动中“情”、“欲”、“知”互为作用。指出人“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各殊”，才质、气类、知觉亦各殊，美感有着差异性。人对现实不仅感知美，还应创造美，“凡美质皆宜进之以礼”，貌既美而又应“娴于仪容”，强调“素以为绚”。生平著作甚多，由后人编入《戴氏遗书》、《戴东原集》。


姚鼐
 （1732—1815）　清文学家。桐城派主要代表之一。字姬传，一字梦穀。家有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任会试同考官，累迁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曾参与修纂《四库全书》，告归后主讲紫阳、钟山等书院四十余年。主张论文主祛偏于全，聚散于合。认为：“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述庵文钞序》），“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提出“道与艺”合，“意与气”合，“阳刚与阴柔”合的主张，以达到“祛末士一偏之弊，为群才大成之宗”（《惜抱轩文集》）的目的。主张“义理、考证、文章”合一。认为三者之中义理为首，“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文也”（《复汪进士辉祖书》）。要求以文章、考证为手段来阐发儒家义理，以达到“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述庵文钞序》）的完美境界。认为这既符合为文“简约”、“雅洁”的美学原则，又可使文章不至于空泛。在阳刚与阴柔的关系上，既推崇阳刚之美，提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而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海冕诗钞序》）；又主张互相结合，调剂兼备，反对“偏胜”，指出“一有一绝无”，“不可以言文”。阴阳兼备的方法是“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复鲁絜非书》）。提出“格律声色”即文之粗同“神理气味”即文之精的辩证关系问题。认为文之精（思想内容）必然体现在文之粗（艺术形式）之中，舍文之粗，文之精无所寄寓，要求得文之精，则须从文之粗入手。但由于过分强调文以明道，又认为“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著作有《惜抱轩全集》。


翁方纲
 （1733—1818）　清书法家、金石学家、经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江西、湖北、江南、顺天等地乡试考官，又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累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等，在文坛颇有声望。以“质实”、“通变”为美。为纠“神韵”说的灵空，“格调”说的拘泥，倡导“肌理”说，与“性灵”说相抗衡。追求考证学问、儒家经术的“质实”，主张“考订诂训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蛾术篇序》），诗文应“以经术实之”（《神韵论》下）。提倡“通变”，即师古善变之法。针对“神韵”说，认为师古要正本探源，充实学问；针对“格调”说，认为通变须穷形善变，以我运法，化格调之见而后言格调。形成以学问为本，以考证为途径，以通变为方法的文艺美学论体系。反映出清朝提倡读经，时代风气崇尚考证的明显影响。著作有《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石洲诗话》、《两汉金石记》、《经义考补正》。


方薰
 （1735—1799）　清画家、绘画理论家。字兰士，一字嬾儒，号兰坻，又号兰如、樗盦生、语儿乡农等。浙江石门（今桐乡）人。擅长诗、书、画，尤工写生画。绘画美学思想上，提出“作画必先立意”，认为绘画是“贤哲寄兴、兴到笔随”（《山静居画论》），“风趣时在”，能以丘壑、草花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有“荡胸襟”，“怡情性”的作用。要求绘画应使“理”、“趣”、“法”兼备，使作品达到“神妙”的境地，反对“意乃随意写之，生乃象生有物”的说法，认为“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把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的“气韵生动”，理解为画家主观情思：“绘画六法，气韵生动为第一义。然必以气为主。”（同上）提出“墨中气韵”和“笔端气韵”之说。在绘画风格上，欣赏“熟”、“奇”、“静”，鄙薄“甜”。以“逸品”为从“能”、“妙”、“神”三品“脱屣而出”的绘画艺术的极致。重视画家熔铸绘画对象的主观意识作用：“笔墨之妙，画者意中之妙也。”认为绘画艺术高下雅俗之分，以“以意运法”为标准。把绘画创作的激情和冲动，称为“兴会”，强调“艺事必藉兴会，乃得淋漓尽致。”主要著作有《山静居集》，绘画美学思想反映在《山静居画论》中。


章学诚
 （1738—1801）　清思想家、史学家。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助修《续资治通鉴》。一生专心于史学，致力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为学善综各家之长，主“学贵专门”，“博而能约”。对史学、目录学、哲学、文学均有精到之见解。哲学上提出“道寓于器”（《文史通义·原道》）。继承清初“通经致用”传统，提出“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说。史学上重史才、史识、史法之外，尤重“史意”，注意“辨章学术，考竞源流”，以昭示思想学问的渊源流变。美学思想上，论述了文与道、辞与理的关系，指出：“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文史通义·言公》）。认为文虽用以明理，但它又“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文史通义·辨似》），接触到艺术形象的特点及其相对独立性。对审美活动提出“天地自然之象”与“人心营构之象”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人心营构之象”来源于“天地自然之象”，但“人心营构之象”是“情之变易为之也”，不受限于自然之象，故“意之所至，无不可也”（《文史通义·易教》下）。由此认为诗中比兴就是取象，“深于比者，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同上）。论述了情、气、文的关系。指出“文”只有充之以“气”才能动人，贯之以“情”才能入人（《文史通义·史德》）。因而认为：“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同上）。以“清真”作为审美标准。并强调“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与邵二云》）。倡言具“清则气不杂”，得“真则理无支”（同上）。气清、理真，即有“悦目娱心”的美感。认为“文者气之所形”（《为梁少傅撰杜书山时文序》），“清则主于文之气体”。气体纯正，是求“清”之道。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后人编为《章氏遗书》。


黄钺
 （1750—1841）　清画家。字左田、左军，一作左君。当涂（今属安徽）人。乾隆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工诗文书画。善山水画。又善花卉画。绘画美学思想上，认为绘画作品是情景交融的统一体，特别重视画家感受与熔铸对象的主观作用。认为画家应通过“耳目既饫”，达到“了然于胸”，通过“寓目”而“得心”，达到“造化在我”，以求得“天地古今，出之怀抱”。并要求画家充分发挥“意”、“思”、“气”、“神”、“魄力”等作用。要“意居笔先”，以“苦思内敛”，达到“幽况外颁”，注意“气厚乃苍，神和乃润”，了解“魄力破地”，才能“天为之昂”。还认为有“意”之极是“纵意”和“无意”。重视“天倪”和“兴”对于绘画美形成的作用：“天倪所动，妙在能已。”“兴尽而返，贪则神疲。”认为“六法之难，气韵为最……读万卷书，庶几心会。”（《二十四画品·气韵》）不反对师古，但又主张创新。认为创造“超脱”的意境，就应“腕有古人”，而又“机无留停”。创造“性灵”的意境，则更须“自本自根，亦经亦史……听其自然，法为之死。”列二十四画品，即绘画的二十四种美的境界。推崇和欣赏“妙在画外，如音栖弦，如烟成霭”的“气韵”一品。主要诗文作品有《壹斋集》，绘画美学思想反映在《画友录》和《二十四画品》中。


凌廷堪
 （约1757—1809）　清学者、文学家、经学家、音韵学家、曲论家。字次仲，又字仲子。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选宁国府学教授。精通经术，尤精三礼，亦工词。戏曲美学思想上，认为“律吕”之事，本是“纤儿学语亦能讴”，但作为演唱艺术，其本质与宇宙精神相通：“区区竹肉寻常事，认取乾坤万里流。”（《论曲绝句》）揭示出中国戏曲融真假、虚实于一体的本质特征，认为元代杂剧中的故事题材大都与“史传”悖忤，有悖常理，但这正是产生戏剧化的审美艺术效果原因所在，故奉其为创作的基本原则。批评不顾艺术自身特性对作品妄加修改的作者：“真是戏妄参详，撼树蚍蜉不自量。”认为戏曲语言以本色为美，赞扬徐渭和汤显祖的戏曲创作。对一些文人学汤显祖仅得形似而不得其神表示轻蔑：“玉茗堂前暮复朝，葫芦怕仿昔人描。痴儿不识邯郸步，苦学王家雪里蕉。”（《论曲绝句》）所著《论曲绝句》中表现出的民族戏曲美学思想，对后世戏曲评论家和鉴赏家有一定影响。著有《校礼堂文集》、《梅边吹笛词》、《燕乐考原》、《礼经释例》等。


张惠言
 （1761—1802）　清文学家、经学家。原名一鸣，字皋闻，一作皋文，号茗柯。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庆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工词赋及散文，以儒学论词，重视比兴寄意，求其意内言外之旨，词作沉着而意旨隐晦，对浙派词末流的弊端，有所纠正，对清词影响深远，使其体格至此为之一变，为常州词派的创始人。散文简洁，与恽敬齐名，二人思想趋近，同为阳湖派宗师。善篆书。专治《周易》、《仪礼》，《礼》主郑玄，《易》主虞翻。在美学思想上，受传统美学积淀颇深，提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词选序》）等美学命题。要求借物抒情达意，力主“情”、“物”应相比相融。提出“象”的审美范畴，认为“象”乃人之感官知觉到的艺术审美形式，以此作为“情”“物”交融之中介：“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七十家赋钞目录序》）认为托“经”据“传”以立其义为词之本质特征。借《说文解字》中“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一句以解“词”义，并改变了历史上视词为“小道”、“艳科”的传统偏见。从体制和情感上揭示出词“其文小，其声哀”的形式特点；又将词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及《离骚》此类作品相比，揭示出其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的情感、内涵意蕴。其词学美学对常州词派起到奠基的作用。著作有《茗柯文编》、《茗柯词》，编有《七十家赋钞》、《词选》。


焦循
 （1763—1820）　清哲学家、戏曲理论家。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曾随阮元在山东、浙江等地作幕僚。应礼部试不第。十余年托足疾不入城。于经、史、文、算、训诂、声韵、戏曲均有造诣，尤以戏曲理论闻名于世。戏曲美学思想上，突破传统之正、变、雅、俗观念，推崇通俗戏曲并加以考察。肯定“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易馀籥录》）的审美发展观。主张以“肖人”与“动人”作为戏剧表演的特征；从“事”（剧本内容）、“词”（戏曲语言）、“音”（戏曲声腔）三方面，称赞民间戏曲“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花部农谭·自序》）反映出他以审美移情的感染力为品评戏曲优劣标准的思想。但在分析剧目思想内容时仍未摆脱忠孝节义等旧观念。生平著作甚多，有《雕菰楼易学》、《孟子正义》、《里堂学算记》、《曲考》（已佚）、《剧说》、《花部农谭》等。


阮元
 （1764—1849）　清经学家、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曾创办广州学海堂、杭州诂经精舍以提倡朴学。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欲以训诂阐明大义，故主编《经籍纂诂》，汇刻《皇清经解》，校刊《十三经注疏》，对清代经学研究甚有影响。又由训诂求证古代金石、天文、历算，所著《畴人传》，《积古斋钟鼎款识》等，对自然科学研究亦有参考价值。论文强调形式美，提出“文笔”论，以音韵与对偶为尺度，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认为“专名为文，必沈思翰藻而后可也”，提倡为文应“奇偶相生，音韵相和”（《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以“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为依据，认为后人不应“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文言说》）。认为只有用骈偶、叶声韵的才是美文，只有美文才能“远近易诵，古今易传”（《文言说》）。为纠正当时古文派空言纵书、佶屈晦涩的文风和与桐城派争夺文体的正统，严申“文笔之辨”，褒骈俪贬散文。但其立论未超过六朝“文笔说”的水平，又斤斤拘守以形式上的偶、韵作为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从而排斥散文于文学之外。但在当时对反对古文派中庸艰涩的文风而强调形式美，有一定的意义。著作有《揅经室集》。


包世臣
 （1775—1855）　清诗人、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长期做幕僚，晚年任江西新喻（今新余）知县。于经济、农政、法律、文艺均有研究，尤工书法。反对外侮，关心时政，呼吁社会改革，以“修法劝农”为根本。论文主张宏博通达，留心经世致用。认为：“文之所以精者，曰义，曰法。义胜则言有物，法立则言有序。”（《乐山堂文钞序》）又认为：“盖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雩者陈月台古文钞》）阐述道与法、法与变、窠臼与新奇、形质互配等关系，以明事理，显特性为立论基点，认为“道附于事”，法是事理的“枢括”。只要阐明事理，即是明道明法。不必“门面言道”，凭空论法。认为窠臼来自剿袭，新异显于特性，只要能表现事物的特性，显新异，即是脱窠臼。因而“夫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艺舟双楫》）。但又提出“道统于礼”。论书法要求古朴雄厚，提出：“书道以用笔为主”，“书之大局，以气为主”。著作有《艺舟双楫》等，辑为《安吴四种》。


汤贻汾
 （1778—1853）　清诗人、画家、学者。字若仪，又字雨生，号粥翁，又号琴隐道人、粒民太守，别署老雨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学问渊博，凡天文、地舆、百家之学均有所造诣。工诗文书画，尤擅山水，亦写墨梅、花卉，笔致秀逸，其山水受董邦达影响，承继了“娄东派”衣钵，发展了淡墨干笔皴擦法，枯中见润，自创一格，境界平实。与戴熙齐名，并称“汤戴”，又与当时方薰、奚冈、戴熙齐并称“方奚汤戴”。兼工行草书和诗，善词。与梅曾亮等为文字交。诗主性灵。在绘画美学上，强调创作过程中，画家的灵感乃是自然造化所赋予，笔意灵气皆得自造物之妙：“造化生物，无所施为，造化发其气，万物乘其机”，“意之所至，即气所发；笔之所触，即机所乘”，“幻于无形”，“形于有声”。认为作画仅靠刻意强求、“惨淡经营”便会困涩难堪，难觅自然之“生气生机”，主张兴致所至，自然为之，得其“象”而不见笔墨痕迹，把自然传神视为评定作品的“上乘”标准。同时又认为画家必须要具备特有的“天资夙慧”，强调绘画的主观性和颖悟才能：“画之为道，如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不能盖终不能也。善悟者，观庭中一树，便可想象万林；对盆中一拳，亦即度知五岳。钝根者，虽阅历万里，无一笔之生机；即辛苦百年，少尺幅之入彀”，“故并非博览山川，渔猎书史，而即可以知画也。”反对一味拟古，要求画家作画时胸中应融注造化之精神。其所提出的美学命题，对绘画描摹自然、表现审美性灵有一定的启迪功效。著有《琴隐园诗词集》、《画筌析览》等。


但明伦
 　清学者。字云湖，广顺（今贵阳）人。曾任河南、浙江等地的学官，又任职于两淮运署。曾作《聊斋志异新评》，评述《聊斋志异》，以“蓄”的一字诀来阐明“统篇法”：“文夭矫变化，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摸。然以法求之，只是一蓄字诀。”“愈蓄则文势愈紧、愈伸、愈矫、愈陡、愈纵、愈捷”。又以“转”一字诀来阐明“句法”：“文忌直，转则曲；文忌弱，转则健；文忌腐，转则新；文忌平，转则峭；文忌窘，转则宽；文忌散，转则聚；文忌松，转则紧；文忌复，转则开；文忌熟，转则生；文忌板，转则活；文忌硬，转则圆；文忌浅，转则深；文忌涩，转则畅；文忌闷，转则醒。”体现出不少艺术辩证法观点。


周济
 （1781—1839）　清文学家。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论词提倡“寄托”，认为“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介存斋论词杂著》）。强调求寄托要能入、能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序》）。其途径是：“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介存斋论词杂著》）。从入与出，空与实、灵与力、有寄托与无寄托的辩证关系上，说明创作的艺术规律。并以此要求评选宋代词作，推崇周邦彦，认为已到“浑化”的境界；吴文英缺乏意境，近于“无寄托”，辛弃疾虽郁勃情深，但“锋颖太露”近于“专寄托”，都各存偏颇。但在分析寄托时，有时由于强调比兴而显得牵强附会。著作有《味隽斋词》，《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辨》、《宋四家词选》等。


华琳
 　清艺术家。字梦石，天津人。初习举业于梅戍楝，因无成而转习六法。从美学角度阐发画论，追求“形活”与“笔活”。认为“形活”为形神兼备，其最高境界是“直似纸上自然应有此画，直似纸上自然生出此画”；“笔活”，为作者的精神气质和情思墨趣，其最高的境界是“似生实熟，圆转流畅，笔笔有笔，笔笔无痕”。主张“笔活”为“形活”服务，以达到画之至境。认为画中之“白”，原“即纸素之白”，“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但如将“白”亦视为绘画的一种色彩，则具“六彩”。将“白”作为艺术整体的一部分来构思，“能令为画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而成为有感情、有生趣之白，使无画处正是“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则通体之空白亦即通体之龙脉矣”。还提出“山有三远”说，讲究气势、比衬；又从“生趣”、“情致”谈笔墨趣味。著作有《南宗抉秘》。

近现代


龚自珍
 （1792—1841）　近代文学家、思想家。又名巩祚、易简，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与魏源同为当时提倡“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治学广博，研究经、史、子，仙、道、佛及天文、地理、农垦，不囿于门户之见。为文慷慨述怀，多愤世嫉俗之作，充满现实主义精神。“诗亦奇境独辟”，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美学思想受儒、佛、法等多家影响。为冲破当时的僵死与沉寂，赞美饱含生机的变、逆之美。认为“生”由变而来，“兴”由变而来，只有“变”，才能生生不息（《乙丙之际箸议》）。从美学范畴上揭示“变”和“逆”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认为“人”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创造美和审美的主体，“天地，人所造，众人所造，非圣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强调以“经世匡时”作为文艺作品的社会职责，要求诗文必须“合时”、“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不能“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京师乐籍说》）。主张“尊史”，即强调作品表现现实的真实性；“尊情”，“圣人，不以情为鄙夷”（《宥情》）；“任性”，以梅为喻，反对“斫其正”，“锄其直，遏其生气”（《病梅馆记》）。要求诗文应有“童心”和真情，强调“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注重文艺的“独创”，反对“因袭”。追求“天然”之美，赞誉“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丁亥诗》）。崇尚“剑光”、“风雷”式的壮美。其美学思想，富有时代的气息和个人的特色，起到启蒙和开创新风的作用。著作自辑为《定盦全集》，今编为《龚自珍全集》。


魏源
 （1794—1857）　近代诗人、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官至高邮知州。曾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时，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参加浙东抗英斗争。签订《南京条约》后，愤而作《圣武记》，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又编《海国图志》，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法久弊生，因时制变”的主张。美学上赞赏“变”、“逆”之美。反对形式主义文学，要求文以致用，“宋、景、枚、马以后，不知约六经之旨成文，而文始不贯道”（《国朝古文类钞序》），“自昭明《文选》专取翰藻，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诗比兴笺注》）。指出：“诵诗论世，知人阐幽，以意逆志，始知《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岂第藻绘虚车已哉！”（同上）针对当时文坛弊病，推崇厚实、真情之美。论诗举“厚”、“真”、“重”三要。“厚”，即“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真”，即“其情迫于不得已”而发之；“重”，即“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浅之焉”（《默觚·治篇》）。著作有《古微堂集》、《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魏源集》。


何绍基
 （1799—1873）　近代书画家、文学家。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进士。授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提督四川学政，晚年主持苏州书局、扬州书局。擅书，楷、隶、草、篆四体皆工。被誉为“清代第一”。主博学，经、史、文字、金石皆有造诣，为晚清宋诗派代表，亦系清末碑学大家。文艺美学上，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使黔草自序》），作文需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与汪菊士论诗》），若人与文不能达成一致，则应通过“读书”、“明理”、“阅事”、“养气”等途径培养“真性情”。同时注重以“法度”、“功夫”使真性情付诸笔端，“又性情是浑然之物，若到文与诗上头，便要有声情气韵，波澜推荡，方得真性情发见充满，使天下后世见其所做，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情”（《与汪菊士论诗》）。在审美创作规律与审美风格上，认为审美是一种“无意”行为和机到神来的想象，艺术风格注重以气质为美。著有《东洲草堂文钞》、《东洲草堂诗钞》、《惜真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史汉地理合证》等。


戴熙
 （1801—1860）　近代著名画家。字醇士，号鹿床、榆庵、莼溪、井东居士等，室名习苦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后引疾归，主讲崇文书院。擅绘事，主工山水，兼花草、竹石。师属“虞山派”。画论独具见解，极力突出“自我”情趣，不拘泥前人。对时人不屑于北宗予以肯定：“士大夫耻言北宗，马（远）、夏（圭）诸公不振久矣。余尝欲振起北宗，惜力不逮尔。有志者不当以写意了事，刮垢磨光，存乎其人耳。”（《习苦斋画絮》）强调艺术创作的个性，抒写“自我”胸中之气：“以目人心，以手出心，专写胸中灵和之气。不傍一人，不依一法，发挥天真，降伏外道。”（同上）同时于法度上亦不重复自我：“未捉笔时，不立一法，既掷笔后，不留一法”、“无法不备，一法不立。”（同上）在审美风格上，提出绘画作品的“四美”：有“功力厚”的“闲”，“智慧足”的“静”，“旨趣别”的“淡”，“气味长”的“远”。同时要求绘画须兼有“雅秀”与“气象”两种气质，不偏于“苍”，亦不偏于“润”，“积秀成浑，不弱不枯”的审美效果为佳。尤崇尚空灵的审美境界，追求“纸如大地，心如水银，遇孔即出，随空而入”，“未画之先，不见所画；既画之后，无复有画”的“天成之妙”（同上）。论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粤雅集》、《古泉丛话》等。


曾国藩
 （1811—1872）　近代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礼部侍郎。曾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囯革命，又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后任直隶、两江总督等。继承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宣传“礼治”“仁政”“天命”思想，务期“人人纳于轨范中”，以“消其桀骜之气”。在美学上提倡“慎择”以划定审美范围，以文、周、孔、孟为典范，认为只要“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受之，不能有尽”，若“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圣哲画象记》）。强调文艺“经世”之用，贬低“澹淡洁雅”、“澄清无滓”的清空之文，提倡“雄奇瑰伟，切实致用”的为文风格，并主张以此改造、充实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之说。论述刚阳之美与阴柔之美，认为：“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柔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同上）著作有《曾文正公全集》。


刘熙载
 （1813—1881）　清学者。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征为国子监司业，迁府左春坊左中允。曾督学广东，未满任即归里。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经、子、史及仙释家言无所不晓。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为学崇尚博约。著《艺概》，阐述文艺美学思想。认为文学艺术创作中各种对立面的矛盾统一，是文艺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经义概》）。反对只执一端：“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著于一偏”（同上）。注重追求兼美：“书要兼备阴阳二气”（《书概》），谋之“典雅、精神，兼之斯善”（《诗概》），“词之为物，色香味宜无所不具”（《词曲概》）。研究创作中的各种对应关系，总结出“善用古者能变古”（《文概》），“语语微妙，便不微妙”（《诗概》），“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词曲概》），“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书概》）等艺术辩证规律。从物与我，有我与无我等对应范畴来探讨审美活动中的主、客关系，提出“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赋概》）“昔人词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词曲概》）主张寓情于景，借景言情。以是与异、真与伪、深与浅等对应范畴品评创作的优劣，提出“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艺概·文概》），主张“是”（奇）与“异”（稳）合一。又认为“是”即“正”、“真”，强调“玄”、“诞”、“怪”、“奇”的艺术，亦不能失于“真”与“正”。将“言内之实事”与“言外之重旨”（《艺概·赋概》）统一起来，以虚与实、有尽与无尽、似苍与非苍等对应范畴品定艺术境界的高下，以断与续、开与阖、曲与直等对应范畴来评论艺术结构，以正与变、用古与复古、复古与从时等对应的范畴来论述文艺的继承和创新。但在艺术的宗旨和本原上，又提出“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的观点。著作还有《四音定切》、《说文叠韵》、《说文双声》、《昨非集》、《持志塾言》等，今人合辑为《刘熙载集》。


洪仁玕
 （1822—1864）　太平天囯后期领导人之一。字益谦（一作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人。早年应试不第，执教于私塾。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参加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应召赴太平军未果，中途折回，为避清政府搜捕，流寓香港。咸丰九年（1859）到达南京，封为干王，总理政事。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后，护卫幼主出奔，在江西石城被捕，就义于南昌。提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论述了真与伪、浮与实、典与俗、艳与用的关系。要求“文以纪实”，认为失真“则曲直难分”“贻误非浅”（《戒浮文巧言谕》）。要求为文“朴实明晓”，“语语确实”，反对“舞文弄墨”，“抑扬其词”，指出为文浮则离实，“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用典则难以通俗，不能“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同上）；空求文艳则不切实用，如“妇儿掩饰之文”。反映出弃伪从真，去浮存实，除典尚俗，轻艳重用的美学追求。著有《资政新篇》、《戒浮文巧言谕》、《英杰归真》等。


王闿运
 （1832—1916）　近代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举人。授翰林院检讨，复加侍讲衔。曾任肃顺、曾国藩等人幕僚，后专事教学，先后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湖南思贤讲舍、船山书院和江西高等学堂。辞归后，在湘绮楼讲学。辛亥革命后曾任清史馆馆长，并兼任参议院参政。治经主张通经致用，所著《经子笺注》对清末今文学派很有影响。论文提倡复古模拟，有崇古非今倾向。尝称“今人诗可不观”（《论诗法答凤廷》），“自唐以来，绝无一似古之文”（《湘绮楼论文》），只有汉魏六朝的“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宣称“余则尽法古人之美”（《诗法一首示黄生》）。要求使作品内容“必应于经义”，认为“情不可放，言不可肆”（《湘绮楼诗文体法》）；但也要切忌“口言忠孝”，不讲“调丝曼声”（《为陈完夫论亡言歌行》）。在文词表达形式上，要“湻（淳）雅”，“使词无鄙倍”，“不犯清尘”（《八代文粹序》）；不应“深讳绮靡”、“轻诋六朝”（《湘绮楼论诗文体法》）。主张模拟，要“取古人陈作，处处临摹”，“家信帐记，皆可摹古”（《湘绮楼论文》）。反映了模拟为文的诗文理论和追求“古艳”的美学趣味。著作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论文》等，门人辑其著作为《湘绮楼全书》。


松年
 （1837—1906）　近代书画家。字小梦，号颐园。蒙古镶红旗人。姓鄂觉特氏。曾官汶上、范县知县。绘画工于山水、花卉、鸟兽、虫鱼，书法则宗颜平原。绘画美学思想上，作《颐园论画》，认为“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倚清高之艺而为恶赖之行者，“名节已伤，其画未能为世所重”。继承和发扬传统绘画美学关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观点，主张“世间妙景纯任自然，人欲肖形全凭心运”。要“真境多观，涵泳胸次”，且“一心独运”。认为：“写生之作，皆在随处留心”，是“得之于心，施之于手”的结果。还提出博览前人能品，融汇高人神品，荟萃诸家，集我大成，方能独创专家之美。主张美在“神似”，不在修饰，认为上古之画，未肖全形，汉人之画，不尚修饰，但俱神全气足，胜于今日之弄粉调脂，以炫华丽之作。


黄遵宪
 （1848—1905）　近代诗人、学者。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今梅县）人。光绪举人。历任驻日、英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后官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办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回乡专事写作。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诗界革命”。在美学上，注重文艺的移情和社会作用，认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人境庐诗草笺注》）。强调文艺的创新，力主扫除“一切陈陈相因之语”，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认为作品要通过艺术的移情开启民智，首先要重“神采（必以透明为佳）”，讲“趣味（必以曲折为佳）”；其次要求通俗，“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与梁启超信》）。但有时过分强调艺术移情的社会作用，认为它有“左右世界之力”（《与邱炜萲信》）。著作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等。


林纾
 （1852—1924）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画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补柳翁、践卓翁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光绪举人。历任杭州东城讲舍、京师台书院、京师大学教席、北京《平报》总编。以古文义法意译闻名于世，与严复并称开译介西学风气之先的“译界泰斗”。小说美学上主张“经世致用”，强调“有益于今日之社会”（《鬼山狼侠传叙》）“以振动爱国之志气”（《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在比较中西小说美学意识时，赞扬西方小说对下层社会细节的生动描绘，认为其妙处堪与《史记》、《汉书》相比较，并以其作为评价小说真实性的一个标准。文论上，为桐城派拥护者，崇尚唐宋以来韩、柳、曾、姚鼐等，讲求“义法”、“意境”，认为“文字有义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韵与味。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桐城派古文说》）。强调维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倡古学诗文，终生以古文运笔小说诗文，研古、授古、编古文课本以推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书画理论上从创作、意境等方面将中西绘画进行比较：认为西画重逼真，中画则重意味，并肯定中画的独特价值。译作有英国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德》等一百八十余部，著作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等。


陈廷焯
 （1853—1892）　近代文学家。字赤峰，江苏丹徒人。光绪举人。早年专学杜诗，后攻词。曾选古诗词三千余首辑为二十六卷。定名《六韵集》。词学上强调“尽扫陈言，独标真谛”（《白雨斋词话》卷一）。“陈言”指浙派的“清空”之论。“真谛”即揭橥“沈郁”。提出“作词之法，首贵沈郁”，“舍沈郁之外，更无以为词”。认为“沈郁”的含义是：“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有所感“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同上）。认为“沈则不浮，郁则不薄”，视“风”、“骚”为典范，认为其忠厚之至亦沈郁之至。反映出其试图力挽当时虚夸轻佻词风的思想。还以“沈郁”为准则，论析“比”“兴”的特征，认为“比”“兴”不是简单的譬喻和类比，“字字比喻，不得谓之比也，以词太浅露，未合风人之旨”，“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同上）。提出“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词论颇有影响，是常州派理论的总结。著作有《白雨斋词话》等。


严复
 （1853—1921）　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到1879年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升总办。倡导西学启蒙教育，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首次把西方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国人。其美学思想，主要表现于译著中。语言上，崇尚唐宋文辞的渊雅古奥，认为“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与〈新民从报〉论所译〈原富〉书》）。认为“文界革命”首先应是文辞的革命，“如无文辞、字句和文体的革命”，“复何革命之有”（同上）。提出“信、达、雅”三大审美原则。“信”即表达原意、准确可靠；“达”即文理通达，以显其意；“雅”则渊雅古奥，精理微言。诗歌理论上，认为诗源于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之于人，若草木之花英，若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于至深，而莫能自已”（《诗庐说》）。崇尚平淡的审美风格，“譬彼万斛泉，洄洑生微澜。奔雷惊电余，往往造平淡”（《说诗用琥韵》）。重视诗歌审美“兴象”问题，认为其不可以常理相绳。主要译著有《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皆编入《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著作有《严幾道诗文钞》等。


康有为
 （1858—1927）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清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四年（1888—1898）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办《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宣传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依靠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出国。光绪二十五年组织保皇会提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反对民主革命。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组织孔教会，鼓吹尊孔复古。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哲学上糅合儒、佛两家和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庸俗进化论，认为“变”是“物之理”即“天道”。提倡“托古改制”。在美学上，也以“变”和“新”为美，认为“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广艺舟双楫》），“夫物新则壮”，“新则鲜”，“新则活”，“新则通”（《应诏统筹全局折》）。强调文艺要有为而作，“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人境庐诗草序》），要以“感移人心为要眇”（《味梨集序》），反对“诗以养性情”，“为己作”，认为要使文艺感移人心，必须发挥其特性，求其“窈窕其思，娟嫮其辞，条柎繁旉，华叶舒铺”（《日本杂事诗序》），才能引起人的美感。推崇通俗文艺，说它“以敌八股功最深，衿缨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康有为诗文选》）。认为文艺作品与作家人品、政治倾向有密切关系，“苟有其人欤，其为政风流，与其诗人之跌宕多姿，必卓荦绝俗，而有其可传者也”。在书论方面，主张“学以法古为贵”（《广艺舟双楫》），又强调“法古”不是呆板的摹拟，而是要“适逢世变，推陈出新”（同上）。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海南诗文集》等。


况周颐
 （1859—1926）　近代文学家。原名周仪，字夔生，号蕙风。广西临桂人。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后南归为两江总督端方幕僚，晚年寓居上海，以词作、词论闻名于世，为“清末四大家”之一。在美学思想上，以“真”、“自然”为美学的主要标准。论词重情真景真，气格凝重，表达自然，认为“凝重中有神韵”，“造句要自然”，“情真，景真，所作必佳”（《惠风词话》卷一）。强调“词贵有寄托”（同上书卷五）。注重创作的主体性，提出“词心”之说，认为“无词境，即无词心”（同上书卷一）。强调“澄思渺虑”，“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由心酝酿而出，即达词之真。认为面对外物时，“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但又提倡“静寂”，脱离现实生活。补充、发展了王鹏运（1849—1904）“重、大、拙”的理论，提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同上）“重”即“沈著”；“拙”即“纯任自然”、“厚朴醇至”；“大”即“有大气真力”。著作有《蕙风词》、《蕙风词话》、《蕙风词话续编》。


夏曾佑
 （1863—1924）　近代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进士。任礼部主事、泗州知府，入民国，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史学方面造诣颇深，汲取进化论学说形成“民智决定论”的文化史观。文学上与黄遵宪、蒋智并称“近代诗界三杰”，提倡今文经学，吸纳佛、孔、耶三教经典语言，以旧体诗形式表现“新学”内容。美学思想上，主要体现于“小说界革命”理论。充分肯定小说的艺术特性和大众性，认为小说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以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和“繁法”语言，以“虚事”描绘日常生活，既使作家“称心而言”，又使读者感觉“合乎人心”。而小说这种审美接受上的大众性和亲见性，主要源于“繁法之语言”、“衍一事为数十语，或至百语、千语，微细纤末，罗列秩然”的特征，人们易于感受“繁法之语言”（《小说原理》），不易感受“简法之语言”，因前者使人“目力劳”而“心力逸”。鉴于此，认为在审美愉悦上小说是仅次于绘画的艺术形式。小说审美欣赏，身与境可以不相凑合，“一榻之上，一灯之下，茶具前陈，杯酒未罄，而天地间之君子、小人、鬼神、花鸟杂沓而过之目”（同上）。还肯定小说移风易俗的社会功用。著作另有《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重版改名《中国古代史》）等。


齐白石
 （1863—1957）　近现代书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结交当地文人，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以卖画、刻印为生。中年多次出游南北，后定居北京，曾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在艺术上推崇徐渭、朱耷、原济、李鱓及吴昌硕等，60岁后，画风遽变，重视创造，融合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擅长花鸟虫草，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并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草虫巧妙地结合一起。亦画山水、人物。篆刻初学浙派，后多取法汉代凿印，布局奇肆朴茂，单刀直下，劲辣有力。主张艺术创新，认为：“古之画家，有能有识者，敢删去前人窠臼，自成家法，方不为古大雅所羞。”强调在绘画前，要对生活进行深入钻研、细微观察：“凡大家作画，要胸中先有所见之物，然后下笔有神。”提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见解，又认为“善写意者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复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形神俱见，非偶然可得也”。


黄宾虹
 （1864—1955）　近现代画家。名质，字朴存，一作朴人。别署予向、虹庐、虹若、虹叟等，中年更号宾虹，以号行。安徽歙县人，生于浙江金华，寄居杭州。早年参加反清革命，后为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院校教授，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美术部编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协华东分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等职。以水墨山水画闻名于世，兼擅花鸟。早年多受渐江、查士标、恽向等影响，疏淡清雅，被称作“白宾虹”；晚年则喜浓重的北宋山水，以“黑、密、厚、重”的积墨法求“浑厚华滋”的艺术境界，意境深邃。美学思想上，重视自然之美，“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题〈雁荡二灵图卷〉稿》），但同时强调主体心灵的重要：“山水乃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山水与人以利益，人生息其间，应予美化之。”（《致友人函》）因之强调“内美”，即作画应表现审美对象骨子里精神之美，并举例：“不齐三角，有真内美。”（《自题山水》）其内美就在于不齐之齐、齐而不齐之自然兴趣，而“内美”需“静中参”（《自题〈富春山图〉》）。还认为笔墨之美重在“变”字，只有变才能表现审美主体的不同趣味，审美对象的不同特质，因而提出“五笔七墨”说。撰有《古画微》、《黄山画家源流考》、《中国画学史大纲》等。


吴沃尧
 （1866—1910）　近代小说家。原名宝震，字小允，号茧人，后易为趼人，又署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今广州）人。早年主持上海各小报笔政，先后办《消闲报》、《字林沪报副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汉口日报》。1905年担任美商所办英文《楚报》中文版编辑。倡导小说教化民众、谴责现实、改良社会、体现“民权”的政治功能。同时也注意小说的趣味性、移情性，但认为感情、趣味只是“为德育之一助云尔”，因此提出“寓教育于闲谈”（《两晋演义序》）。还提出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承认其一定的虚构性，“蹈虚附会诚小说所不能免者”（同上）。在人物塑造上提出“一人为主”的情节结构，即以某一主人公为线索，把全书情节紧密相连，构成有机整体。还注重传情，提出“绘影绘声”、“神情毕现”、“历历如绘”等主张（同上）。撰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等，论著有《月月小说序》、《历史小说总序》、《杂说》等。


蔡元培
 （1868—1940）　近现代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戊戌时期同情维新变法，辞官回浙江创办教育。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后赴上海，先后在澄衷学校、南洋公学任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光绪三十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创办《苏报》等，宣传民主思想，鼓动革命。次年参加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年秋，因不满袁世凯，辞去教育总长。后与吴玉章等倡导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主张不同思想自由讨论，宣传劳工神圣，积极支持和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1927年，任南京政治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美学思想方面，深受康德、席勒、叔本华美学的影响。认为美是“纯粹对于单一对象的判断”，是“一种价值的形容词”，不是“理论的知识”。它同“真”都“超越意欲而独立”。认为美感与舒服合用有别，它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超个人性”，是“官觉上与理解上两种认识力的游戏，而且以形式为限”（同上）。重视美育问题，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教育大辞书》“美育”条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认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冶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以美育代宗教说》）并认为美育还可以使劳动、生活艺术化，使工作和生活趣味化。在美育的实施方法上，认为家庭美育当为“着眼最早的一步”。主张学校美育，应包括学前儿童美育、普通教育的美育、专业美育，普及美学常识。又倡导“社会美育”，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主张从专设美育机关和地方美化两个方面，使社会人人有机会接受美育。主要著作有《蔡元培选集》、《蔡元培全集》，主要美学著作有《蔡元培美学论文选》。


黄人
 （1869—1914）　近代小说理论家，原名振元，字慕韩，一作慕庵，又字摩西。江苏常熟人。曾为“南社”社员，任东吴大学教授。在小说美学思想上，认为“小说之实质”，在于它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小说林发刊词》）。“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将小说的审美价值提高到重要的地位。提出要正确认识小说的社会价值，既要看到“今之时代，文明交通之时代也，抑亦小说交通之时代乎！”即既要反对历史上“视小说也太轻”的片面性，正视“小说之风行于社会”的现实，又要纠正“今之视小说又太重”的毛病。指出忽视小说的审美价值，而夸大其社会价值，好像小说“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同上），正是近代“小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纠正了梁启超无限夸大小说政治作用，忽视审美情操价值的偏颇，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著作有《石陶黎烟室遗稿》、《石陶黎烟室劫后遗稿》等，另编有《中国文学史》等。


章炳麟
 （1869—1936）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字枚叔，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师事俞樾。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上海《时务报》编辑，宣传维新变法。光绪二十九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次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任会长。光绪三十二年出狱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与改良派论战，宣传革命。辛亥革命后，任总统府枢密顾问，因反袁世凯被袁软禁。袁死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晚年定居苏州讲学。认为精神现象是由人对外物“感有交错以成”。强调“感”的主观条件，认为“黄赤碧涅修广以目异，征角清商叫啸喁于以耳异”（《訄书·公言》），没有耳、目，难分音、色，没有感受能力，会“听乐而震，观美而眩”（同上）。主客观一致会强化感受，“身有病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慨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文学总略》）。认为文学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要求“文”要起到开启民智、鼓舞民心的作用，以“跳踉博跃”之言，为“义师先声”。论述了“雅”“俗”关系。认为“雅俗者，存乎轨则”（《文学略论》）。分雅为积极之雅和消极之雅两种：“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达到闳、肆的途径，“先求训诂”、“辨体裁”，次求“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辞”，能质直致用。认为俗并非庸俗，“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婚姻丧祭旧所行也，非猥鄙之谓”（《与人论文书》）。认为文艺作品的俗是指朴实无华的素质，如作加工，可变为雅，指出“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乐采，故文质不相畔”（同上）。崇尚艰深古奥，提倡温雅广文，排斥自由抒写。著作编为《章氏丛书》及《续编》等。


狄葆贤
 （1873—1921，一说1920）　近代文学家、书画家。字楚青，号平子，别号平等阁主人。江苏溧阳人。早年抱革新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相近。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后归国创办《时报》，宣扬君主立宪。晚年专事佛学。美学理论主要体现于小说美学上，提出小说“繁”、“今”、“泄”、“俗”、“虚”五大审美特征，且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凡文章，常有两种对待之性质，苟得其一尔善用之，则皆可以成佳文”（《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曰，简与繁对待；二曰，古与今对待；三曰，蓄与泄对待；四曰，雅与俗对待；五曰，实与虚对待。而两者往往不可得兼”（同上）。认为“繁”，即将一个意思“纵说之，横论之，推波而助澜之，穷其形焉，尽其神焉”；“今”，即“专取目前人人共解之理，人人习闻之事，而挑剔之，指点之”；“泄”，即透过小说真实展露现实生活情状，使人如“观瀑布”；“俗”，即专用“俗语文体”，文学进步之最大表现就是语言的通俗性；“虚”，即“举想也、梦也、讲也、剧也、画也，合炉而冶之”，“以其至虚，行其至实”（同上）。著有《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话》、《小说丛话》等。


梁启超
 （1873—1929）　近代政治家、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光绪举人。与康有为创导变法维新，被合称“康梁”。清光绪二十三年（1896）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后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主张立宪保皇。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任财政总长。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晚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推进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方面作过积极贡献。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理论研究上认为万物之动变皆在于心。“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自由书·惟心》）。只有“真才是美”，“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美术与科学》）。视“美”为人类生活“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美术与生活》），“爱美是人类的天性”（《书法指导》），爱美的情感“是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但情感的本质，有善美、恶丑两种。美学家的任务是引导人们扬善弃恶、扬美去丑。强调情感教育，注重研究审美移情的规律。指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是“音乐、美术、文学三件法宝”（《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提出“趣味”说，认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论述了艺术美，将艺术美分为“自然美”与“人工美”，肯定自然美，更推崇人工美，认为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它比自然的美“更美”。注重文艺的社会作用，指出“小说则为文学之最上乘”，其“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美真合一”，认为“美术科学相沟通”，“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美术”是“科学的金锁匙”（《美术与科学》）。认为文艺的社会功用通过美感作用而达到，将小说的审美移情归结为“熏”（熏陶）、浸（浸入）、刺（激发）、提（提启）四种“神力”。还探讨了天然景物即地理环境对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的作用，认为“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中国地理大势论》），“金石、刻画、游戏”“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关系”（同上）。并提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同上）。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其中主要美学论著有《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和《饮冰室诗话》等。


徐念慈
 （1874—1908）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蒸乂，字念慈，以字行，后又改字彦士，别号觉我、东海觉我。晚清诸生。与曾朴、丁祖荫在沪创办纯文学刊物《小说林》，任编辑主任、译述编辑。先后译介多部科幻小说。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认为“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余之小说观》）。强调小说应满足人的心理期待，并举例如曲本中团圆、封诰、荣归、巧合等情节，结局的安排均“不外使圆满而合于理性之自然也”，因此要从形式、体裁、文字、旨趣、价值等方面改良小说，使之成为“务合于社会之心理”（同上）的小说。同时，最早用西方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小说，曾引用黑格尔等的美学观点，将小说解释为“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小说林缘起》），又引证基尔希曼的美概念之第三要素为“形象性”观点，说明中国《水浒》、《三国志》、《西游记》、《济公传》等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之所以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审美愉悦，其中一大重要因素即是形象的成功刻画，并得出“美之快感”是“由实体之形象而起”（同上）。但同时反对将中西小说视为“文野之别”的抑己倾向，认为中国小说之事迹繁，格局变，“其首尾联络，映带起伏，非有大手笔、大结构，雄于文者，不能为此”（同上）。代表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谈》、白话小说《情天债》、美学思想多见于文学杂志《小说林》。


齐如山
 （1875—1962）　现代戏曲理论家、戏曲剧作家。又名宗康，河北高阳人。19岁入清政府创办的同文馆学习外语；后三度游历西欧各国。自幼受乡习及家庭熏染而酷爱戏剧，游欧时遍览各国戏剧并悉心研究。1911年回国，在北京参加正乐育化会，致力于戏剧研究和戏剧改良活动。1912年始以书信方式指导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而后与梅兰芳合作长达二十余年，在改进旧剧目的宗旨下，为其创作、改编《牢狱鸳鸯》、《嫦娥奔月》、《洛神》、《黛玉葬花》、《一缕麻》、《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宇宙锋》等京剧新剧作三十余部，导演京、昆剧目四十余部。1931年联合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创办北平国剧学会，编辑出版《戏剧丛刊》、《国剧画报》，编撰《国剧辞典》，开办“国剧传习所”。所创编和导演的剧目讲究人物形象的塑造，善于运用舞蹈手段刻画人物，尤其是在旦角艺术方面，丰富和推进了旦角身段表演艺术的发展。他的戏剧创造立足于舞台和服从于舞台，通过新剧目的演出，构建一种既符合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新型的（即古装新戏）舞台审美范式。强调演员的演出、如何演出等戏剧的各个方面，如脚色、身段、脸谱、行头盔头、上下场、音乐、桌椅摆设、戏班组织等等都应予以整体性的系统化研究。并提出中国戏剧的基本原理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从而将自近代以来中国戏剧还归于舞台因而在真正的意义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学术研究。主要著作有《观剧建言》、《梅兰芳艺术一斑》、《脸谱》、《国剧身段谱》、《戏剧脚色名词考》、《皮簧音韵》、《回忆录》等。1948年移居台湾。有《齐如山全集》（台湾版）10卷行世。


王国维
 （1877—1927）　近代学者。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光绪秀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上海《时务报》记者，进“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光绪二十七年去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次年回国主编《教育世界》，并在上海南洋公学、南通师范、苏州师范等校任教。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国学院导师，又入清宫任南书房行走，1927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一生“为学三变”：早年醉心西学，钻研哲学；后又觉得“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安文集续篇·自序二》），于是转而研究文学艺术；晚年又“尽弃前学专攻经史”。为国内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第一人。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阐发叔本华的悲观厌世哲学，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红楼梦评论》），认为人只有“惟美之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才能解脱。认为艺术可以担负“描写人生之苦痛”，并指明“其解脱之道”的任务。《红楼梦》所以是“宇宙间一大著述”，就在于它“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红楼梦评论》）。环绕超利欲这一基本观念，阐发了“古雅”说、“游戏”说、“境界”说、“天才”说。认为“古雅”与“今俗”相对，“今俗”与现实的利欲密切有关，“古”是对“今”的解脱，“雅”是对“俗”的解脱，两者都是对利欲的解脱。认为“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文学小言》），人生有利欲的苦痛，惟有在艺术境界中做游戏时，才能“得其暂时之平和”（《红楼梦评论》）。认为艺术“境界”有“有我”与“无我”之分。“古人之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只有“豪杰之士”能写“无我之境”（《人间词话》），无我之境的可贵就在于摈弃利欲，达到物我的统一。境界表现的高下，决定于“隔”与“不隔”。境界的创造，又有“写境”与“造境”之别。只有依靠“天才”的艺术处理，才能创造出解脱利欲观念的作品，使“中智”以下的人在读作品时超脱生活的利欲以求安宁，由此称“美者实可谓天才之特许物也”（《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接受西方美学中崇高的理论，又吸取中国古代美学中阴阳刚柔说，提出：“美之物有两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红楼梦评论》）强调艺术表现要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认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主要美学论著有《叔本华的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宋元戏曲考》等，生平著作达六十余种，分别收入《海宁王静先生遗书》和《观堂集林》。


陈独秀
 （1879—1942）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底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等职，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参加中国托派。1929年被开除党籍。晚年主张发动群众抗日。美学思想上，善于在社会变革联系中考察文学，认为文学革命是整个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一部分，提出鲜明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同时，提出文学自主论，强调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早期提出文学改良之“八事”就主要偏于文学形式，突出表现在其对“文以载道”命题的否定。在《答曾毅书》中，明确文学独立存在的本义：“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还从写实主义美学观出发，倡导“美术革命”，以西方的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画家只有遵循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美术革命——答吕澂》）。著作编为《独秀文存》等。


鲁迅
 （1881—1936）　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学医，后弃医习文，以图改变国民精神。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教于杭州、绍兴。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编委会，5月起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1月，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1927年底到上海。1930年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为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1931年，和宋庆龄等人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早期（1907—1918）美学思想强调“真美”。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无邪”的美学观所造成的影响时说：“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竢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抒两间之真美”（《摩罗诗力说》）。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从理论上阐明，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一曰作；艺术美必须有三个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又指出艺术的真谛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要求诗歌有一种“争天拒俗”的力量，发一种充满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的声音，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使人们达到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认为艺术的审美特性，是“直语其事实法则”，“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摩罗诗力说》）。又受梁启超“政治小说”论的影响，认为艺术具有“不用之用”的社会价值，过分夸大了文学艺术改造社会的功能。中期（1918—1927）的美学思想，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探索外国特别是日本的美学理论，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历史经验。开始对“无所为而为”的超功利艺术观进行批评，说明文艺在“无所为”的表面现象下潜伏着“有所为而为”的社会性质。主张“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战斗现实主义美学观。坚持重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真善美的理想”。提出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悲剧定义。概括喜剧美讽刺的本质：“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同上）。后期（1927—1936）的美学思想，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重视审美的社会功利性，明确指出：“美的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艺术论〉中译本序》）认为“功用”与“美”的区别在于：“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两者的联系在于：“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分析而被发现。”（同上）在文艺创作上，明确提出“形神俱似”（《〈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的典型塑造方法。从社会功利规律出发，要求典型形象带有普遍的反省意义和感染意义，使读者“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答〈戏〉周刊编者信》）。在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上，承认审美价值的独立性，把“美的圈”作为独立的一圈，与“真实的圈”、“前进的圈”并立作为艺术批评的标准（《批评家的批评家》）。著作今编为《鲁迅全集》。


吴梅
 （1884—1939）　现代戏曲理论家、作家。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对古典诗、文、词、曲等，均有研究。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认为戏剧创作首先应具有“真”，其次须有风趣。“真所以补风化，趣所以动观听”（《顾曲麈谈》），而剧之唯一宗旨，尤在“美”字。考察“曲”的源流，指出：“乐府亡而词兴，词兴而曲作”。并首次对元明两代的杂剧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元剧多用北词，明人尽多南曲；元词以拙朴胜，明则妍丽矣；元剧排场至劣，明则有次第矣；苍莽雄宕之气，则明人远不及元。在论曲时，以“研炼艳词”、“雄肆”、“清俊”概括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的风格；最早分明代传奇作品为“吴江、临川、昆山三家”（《中国戏曲概论》），对中国戏剧史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在研究明清戏曲时，注意以发展的审美观评价中国戏曲发展史，认为“参军代面，大曲小令，弋调昆讴，随时代递变，而各呈伟观”（《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序》）。在戏曲作品的审美评价上，从文与律两方面，即文学性和舞台性出发审美。认为：“声歌之道，律学、音学、辞章三者而已。”（《童伯章中乐寻源序》）著作有《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曲学通论》（又名《词学讲义》）、《南北词简谱》等。另作有杂剧传奇十二种。今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有《吴梅戏曲论文集》。


萧友梅
 （1884—1940）　现代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字思鹤，又字雪明。广东中山人。早年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哲学、教育学，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1912年又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教育学，同时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与作曲理论，1916年以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创办并任职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7年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务主任，1928年起任院长。在1920年的《什么是音乐？什么是乐学》一文中首次用中文介绍“音乐美学”这一名称，同年又在《乐学研究法》中就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性质、研究方法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了全面的介绍。主张“史是论的基础”，认为只有打好基础，才能蓄积力量去攀登系统理论的高峰。主要论著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普通乐学》、《古今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等，并作有一百多首歌曲、两部大合唱、两首弦乐四重奏、两首钢琴曲等。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櫆寿，后改名槐树，字启明，号知堂。浙江绍兴人。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赴日本，先后留学法政大学，立教大学，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11年回国，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浙江第五中学教员。1917年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文科教授，兼任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1920年底参与筹组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后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32年与林语堂合办《论语》。抗日战争时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与写作。美学思想上，早期重视艺术对人生、社会的再现、反映，提倡“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人的文学》）。同时强调以严肃的态度“写实”地表现人生，写实地表现人的感情与人的意志，即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艺术。同时，反对唯美的艺术，提倡创作“平民文学”，“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一个适当的地位”（《平民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艺思想发生转变，提倡“浑然的人生的艺术”，认为“艺术是独立的，却原来又是人性的，可以既不必使我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艺术好了”（《自己的园地》）。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诗的效用》）。在文艺批评上，提出两个原则：“自由——宽容”，“个性——表现自己”，提倡“趣味”与“本色”。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风雨谈》等，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等，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李大钊
 （1889—1927）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报》主笔。十月革命后，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1918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1920年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担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北方区委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书记。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受党的委托，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年领导并亲自参加北京爆发的“三·一八”反帝反军阀大示威。1927年4月6日被捕，28日惨遭绞刑。在美学思想上，认为美总是和劳动、工作、创造相联系，提出“生产者，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光明与黑暗》）。人生中壮美（或崇高）的境界，常同艰苦的奋斗、壮烈的牺牲相联系，“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牺牲》）又认为，如果没有“雄健的精神”，则不能够感觉到“壮美的趣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指明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互为条件，揭示审美客体在生活境界和人生境界里的对立统一，及“绝美”与“奇险”、“绝壮”与“悲凉”、“高尚”与“壮烈”、“雄健”与“壮美”等审美范畴的关系。主要著作今已编为《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等。


陈寅恪
 （1890—1969）　现代学者、哲学家和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后又几度赴欧美留学，曾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先后达十余年。1925年起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精通多种语言、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中印文化交流等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史学研究颇为瞩目，以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为主要对象研究中国中古史，用“大文化”概念来解释民族融合现象。美学思想上，认为美来自生命体活生生的自由、活泼，“自由思想”为其对文艺作品品评之根本标准，“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故而认为“六朝及天水（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骊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论再生缘》）。同时，基于其中国文化本位论而对中国文学自身特征进行深入考察，在《论再生缘》中曾对中国弹词体与外国史诗的比较：“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音韵平仄之配合。”并分析对偶之文的缺点为“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同上）。强调文艺美学的“欣赏”眼光是以感性的投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神游冥想”，从而达到“神遇”与“意会”。在论王国维时说：“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于“神理相接”之上又进一步强调“心喻”，强调在知人论世之后与作者的“奇哀遗恨”相感通。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胡適
 （1891—1962）　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倡导“五四”文学革命。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1年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转赴美国。1957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成就显著。学术上，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美学思想上，提出文学之美不是孤立的，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两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并提出“历史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的发展须合于“文明进化之公理”（《文学改良刍议》），以进化论来解释文学革命之必要，“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所以文学也随时代变迁，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文学之进化是渐进的，由低微到发达的过程”（《白话文史》）。关于文学革命提出两个方面内容：即“形式上之革命”：“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之结构”；“精神上之革命”：“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须言之有物”（《寄陈独秀》）。“新文学”首先要从形式上改革文字工具，白话就代表着语言发展的进步方向；内容上主张客观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状况”（《易卜生主义》），反对“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残酷”的“说谎文学”（《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主要论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白话文学史》（上）、《尝试集》、《尝试后集》和《胡適文存》等。


陈望道
 （1891—1977）　现代教育家、美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1920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曾当选为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复旦大学校长等，为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美学思想上，重视各民族各时代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认为审美趣味是不断发展的，“常开展自己，增大自己，常在开创了种种新的形式与种种新的快感以丰富自己”。而审美趣味的发展，非直线性的，而是散射状。故所谓个人的审美趣味，也“并非什么单一的或者绝对的，只是复数的、相对的”（《美学概论》）。提倡文学艺术表现平民的生活和理想，在平民身上发现“人们渴慕的美质”，“学会怎样地爱人，怎样地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精神，又将指示我们，什么是人类高贵的任务，甚至是人类生活底本真。凡是我们在图书馆中不能看见的一切的真、的美、的善，在那里都将随时可得”（《平民艺术和平民的艺术》）。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美学概论》等；主要译著《艺术简论》、《艺术社会学》、《实证美学的基础》。其著译已编成《陈望道文集》。


王光祈
 （1892—1936）　现代音乐学家。字润玙。四川温江人。1914年入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创建“工读互助团”。1920年赴德国留学，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1922年起改学音乐，1927年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1934年以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今译《论中国古典歌剧》）获博士学位。中国现代音乐学开创者和比较音乐学奠基者。重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音乐“是人类生活、思想、感情之表现”，“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音乐从审美上可以超越世俗的障碍，达成人内心的高尚与和谐。同时最先系统采用比较学方法，审视中西审美意识的差异，认为西乐风格“壮观优美”、中乐风格“清逸缠绵”；西乐代表的是“战争文化”而中乐代表的是“和平文化”；西乐多与宗教有关，而中乐多为陶冶性灵。强调“东西民族的思想、行为、感情、习惯，既各有不同，其所表现于音乐的，亦当然彼此互异”。因此，中国人需要有自己民族性的音乐。认为研究音乐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创造“具有民族性”的“伟大国乐”。音乐论著主要有《欧洲音乐进化论》、《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乐制发微》、《中西音乐之异同》等。此外，还有不少向西方各国介绍中国音乐的文章，其中包括为1929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音乐》专稿等。


邓以蛰
 （1892—1973）　现代美学家。安徽怀宁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宣统二年（1910）回国任安徽图书馆馆长。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和美学。1923年回国，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认为艺术是“心灵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种“绝对境界”，“而非自然中变动不居的现象”，“无组织、无形状的东西”（《艺术家的难关》）。强调诗的内容是人生，必须“与人生发生关系”，能够“鼓励鞭策人类的感情”，反对艺术消遣论；同时反对空想、荒诞的艺术表现，在谈到林风眠的绘画时指出艺术虽以表现理想为目的，但“由理想变为空想，它的表现必近于夸诞驳杂，唤不起观者诚意的领略”（《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中西画的区别》）。提倡“民众创造”的大众审美艺术观，民众的艺术是与日常生活相关，能给群众以欣赏的愉快，从而达到美化群众生活的目的。书画理论亦很精到。强调中国古代美学突出特点在于“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中国艺术的发展》）。画学理论包含一个系统的结构，即“体”——“形”——“意”与“生动”——“神”——“意境”（“气韵”）这两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结构。认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最初是同具有实用意义的器体（陶器、青铜器）装饰分不开，随着艺术的发展，由原来“形体一致”出现了“形体分化”，变为独立于器用装饰的绘画，最后“由抽象之图案式而入于物理内容之描摹，于以结束图案化之方式，而新方式起焉。此新方式为何？即生命之描摹也。”（《画理探微》）另一方面提出中国艺术由“生动”到“神”，又从“神”到“意”的历史转变中“汉取生动，六朝取神”的命题，并认为“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同上）。在考察中国书法艺术时，特别强调其特殊的地位，并把各种书体创造性地区分为“形式美之书体”（即篆隶）和“意境美之书体”（即行草），指出“行草书又为书体进化之止境”。其美学观点在现代美学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时有“南宗北邓（邓以蛰）”之称。著有《艺术家的难关》、《画理探微》、《六法通诠》、《美学小史》、《书法之欣赏》、《中国艺术的发展》等。


郭沫若
 （1892—1978）　现代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字鼎堂，四川乐山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五四”时期，从事新诗创作。1921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创办《创造》杂志。1924年再去日本，不久回国。1926年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代理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上海从事文艺活动。1928年流亡日本十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受党指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家艺术家联合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在美学思想上，早期主张“生命底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文学美的特征是“自见光明，谐乐，感激，温暖”（《生命底文学》），积极倡导审美功能是美化生活的理论，认为“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养成一个美的灵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使命是“统一人类的感情和提高个人的精神，使生活美化”（《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把“自由”作为“美”的目标。认为美是人类的婴孩时代就有的要求。但从私有制产生以后，艺术则为特权阶级所独占。应该以美的艺术创造，“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认为“有优美醇洁的个人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儿童文学之管见》）。在诗歌美学思想上，提出“诗的一元论”，即“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亦即“在感情上的美化”。艺术训练的价值只许可在美化感情上成立，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东西。主张形式绝对自由。在倡导艺术的审美功能论的同时，反对艺术的狭隘功利主义的动机说和目的论，认为“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但它是“社会现象之一，势必发生影响于社会”（《文艺之社会的使命》）。艺术家如果在创作时，“苟兢兢焉为个人的名利之见所囿，其作品必浅薄肤陋而不能深刻动人”（《儿童文学之管见》）。其艺术审美特征理论，建立在艺术家人格的审美必然带来形式美的个性自由理论上。后期美学思想克服了早期的局限，主张“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去为大众人的个性和自由请命”，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创作口号（见《文艺家的觉悟》）。在戏剧美学思想上，提出史剧创作“失事求似”的审美原则。认为史剧的创作是“注重在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构成”，“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历史·史剧·现实》）。既要把握历史的精神，又要不为历史所缚。主要著作编为《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美学思想多集中于《文艺论集》和《郭沫若论创作》中。


青主
 （1893—1959）　现代音乐家。原名廖尚果。广东惠阳（今惠州市惠阳区）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等职。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避居香港等地。1929年受聘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校刊编辑和《乐艺》季刊主编。1934年离开音乐界，曾任教同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从事德文教学。在30年代，根据当时西欧表现派理论家赫尔曼·倍尔（Hermann Bähr）的理论，提出音乐是一种“灵魂的语言”，是“描写灵魂状态的一种形象艺术”，按照“我们的灵界”就是“我们的上界”的理论，推出音乐即是“上界的语言”的美学观点（《音乐通论》）。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这一论点曾引起长期议论。又把音乐分为“数理上”和“精神上”两种“原素”，强调音乐除了悦耳的音响、悦目的光辉，又或轻浮的情感之外，必须有实在的内容，从作者的灵魂流露出来，才能直达别人的灵魂。“音乐是最高、最美的艺术”，“只有乐艺的神才能够引我的灵魂到虚无缥缈的上界上”，“要把音乐当作是新的爱的宗教”等观点，系统论述了音乐的本质、艺术、原素、分类、艺人、功能、教育等问题，并介绍了莱布尼兹、康德、叔本华、贝多芬、瓦格纳、李斯特等西方哲学家、音乐家及其他艺术家等六十多人的美学言论。所著《乐话》、《音乐通论》，是我国近代较早的两本比较系统的音乐美学著作。


丁西林
 （1893—1974）　现代剧作家、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燮林，字巽甫。江苏泰兴人。1913年毕业于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4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20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在喜剧创作中使用细腻的分析的笔法，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善于通过人物的喜剧性格构成喜剧性情节，展开人物之间各种喜剧性矛盾关系，以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喜剧性格。情节的展开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结尾往往是出乎意料而又合乎情理，语言幽默俏皮。喜剧技巧运用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作有独幕喜剧剧作《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北京的空气》、《三元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孟丽君》。有《丁西林戏剧集》。


梅兰芳
 （1894—1961）　现代京剧艺术家，梅派艺术的创造者。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出身梨园世家，8岁学戏，10岁登台，演青衣，兼刀马旦。1913年和1914年两次赴上海演出，以《穆柯寨》中的穆桂英、《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等戏名闻沪上。后又演出古装新戏《牢狱鸳鸯》、《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廉锦枫》、《天女散花》、《洛神》、《太真外传》、《霸王别姬》等，时装新戏《一缕麻》、《邓霞姑》、《孽海波澜》，重新整理演出《宇宙锋》、《贵妃醉酒》、《断桥》、《打渔杀家》等传统剧目。并曾先后赴日、美、苏等国进行文化交流。在美国被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蓄须明志，不再演出，直至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致力于唱腔、念白、舞蹈、音乐、化妆等方面的革新和创造，打破青衣重唱功轻表演的局限，完成了旦角表演艺术上的重大革新，并把青衣、花旦、刀马旦三行的表演特点融为一体，形成“花衫”这一新的行当，在继承传统唱腔的同时编制新腔，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梅派风格。论著有《梅兰芳文集》和自述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常演剧目编有《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等。


范寿康
 （1894—1983）　现代学者。字允臧。浙江上虞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获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上海商务编译所哲学教育编辑，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秘书长、上虞春晖中学校长、安徽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文学院教育哲学系主任等教职。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后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82年回大陆定居，同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美学思想上，受日本学者阿部次郎影响，认为美的对象是由感觉材料所构成的主观上的形象。因此，反对将艺术作品作为单纯美的对象，强调艺术作品实在不过是构成美的对象的根据，只有理解艺术品的人才能真正把握其真正的价值。同时，以里普斯“移情说”为出发点，提出“所谓美，是积极的感情移入”、“所谓美的态度实在不外将自我的生命移入对象，而所谓生命在意识中可以说是不外乎感情；因此，我们可以说美的态度实在不外感情移入的态度罢了”（《美学概论》）。美的实在存在于美的观照中，这种观照可以将一切现实功利隔离开来，从而由情感带入到一种“美的深”，这种对主体生命情感美学的强调与吕澂、宗白华实有相似之处。著有《中国哲学史通论》、《朱子及其哲学》、《教育哲学大纲》、《美学概论》等。


汪亚尘
 （1894—1983）　现代画家、美术评论家。原名松年，改为亚尘，子云隐。浙江杭州人。1915年留学日本，192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系，同年回国，聘为上海美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28至1931年赴欧洲作艺术考察，归国后曾任新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新华艺术师范学校校长。后赴美讲学并举办画展，传播中国绘画，历时三十余年。早年擅油画，兼事中国画，晚年专事中国画，尤长画鱼。美学理论上，提出美与艺术概念之关联，认为美是“接触着人的五官中，映象在心里的一种快乐的铭感（是一种极深的感觉）”，而美术是“表现空间时间的美的一种技术和幻术”（《美与美术》）。强调审美是人的一种本能，美是普遍的。美的探求是艺术的核心，“艺术上有外观和内容。外观就是美，内容就是情感”（《艺术与社会》）。崇尚一种“稚拙”的美感，认为这种美是主观之美，于内容上“摸不着头脑，亦不能表同情”（《艺术上的稚拙感》），于形式上，有一种“异常感”和“神秘感”（同上）。认为艺术创造不应受道德、方法的过分约束，应自由表达主体的人格力量，提倡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培养一个民族高尚的趣味，并促成艺术的时代精神。同时，强调“艺术是爱的使命”，因此鼓励从事民众的艺术，“谋人民的幸福！和平！”（《艺术源泉的生命流露》）著有《汪亚尘艺术论文集》、《汪亚尘教授书》、《汪亚尘书画集》等。


徐悲鸿
 （1895—1953）　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北平艺专校长。曾赴意、德、比、苏联等国举行画展。抗日战争时期，屡以己作在国外展售，将画款救济祖国难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论述了中国美学中关于艺术美的一些重要范畴。认为“妙属于美，肖属于艺”（《中国画改良论》）。“作画必须凭实写，乃能惟肖”，“待心手相应之时”，“乃至惟妙”（同上）。视“肖”为对自然的模仿，“妙”为一种创造。指出“肖者象也，妙者美也，肖者未必美，而美者必定肖”。认为“妙”的特点在于艺术家对于生活的概括，“杰作中最现性格处在练，练则简”。在师法造化与艺术创造的关系上，认为画家应当善于发现自然和生活中的美，“窥其自然之真际，造物于我无遁形、无隐象、无不辨之色”（《述学之一》）。把“真感”视为“一切艺术的渊源”。认为获得“真感”的唯一途径是“尽精微”（细致观察客观对象），“致广大”（放开眼界）。认为师造化不仅是一般的提倡写实，而应该“以人为主题。更以人民的活动为艺术中心”。画家要统一“精”与“博”，在简洁形象中概括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认为艺术形象应“寄托高深，喻意象外”，艺术作品的深刻寓意和精湛的技巧相结合。把绘画技法归纳为“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等七条。主要美学论著有《中国画改良论》、《述学之一》、《对泥人感言》、《中国今日急需提倡之美术》、《因骆驼而生之感慨》等。


冯友兰
 （1895—1990）　现代学者、哲学家。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先生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毕业回国（次年博士论文出版后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秘书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任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期间完成《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1946年受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哲学上，提出三个层次的核心概念：“真际”、“实际”和“实际的事物”。其中“真际”是逻辑的、抽象的存在之“理”和“一般性”，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真际”虽然据自实际，但与实际事物已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真的，但不是实的，而是虚的。“理”虽说是客观的，其实是思辨的产物，从本质上来看，它来自人的认识，来自心。并基于此一理论构架谈论美学艺术。认为何谓艺术，从哲学上来说，就是问艺术的“理”。“技进于道”之艺术，不表示一事物之个体之特点，而是揭示事物之类的特性。并举例：善于画马的画家，他所画的马，并非只表示某一马所具有的特点，而是表示马的神骏之性。由此认为评价艺术高下之标准，低者只是技，高者进于道。低者只是让人见出“实际的事物”；而高者则让人感觉到“真际”来，亦是最具“意境”者，即“本然的艺术”或艺术“本然的样子”。并针对“本然的艺术”作进一步论述，指出作为总的艺术，即艺术，它有一个本然的样子。这本然的样子，决定了它是艺术。艺术是可以分类的，艺术分类的标准很多，可以按传达媒介分，可以按题材分，可以按风格分等等。每一类艺术都有自己的本然样子。“每一个艺术家对此题材，用某种工具及某种风格所作之作品，都是想合乎这个样子，但总有一点不能完全合。”（《新理学》）并解释当本然转换成具体的现实形态时，必然要多样化，特殊化，不可能与其完全一致。对于美的本质，提出两个维度：一是从宇宙的观点说，美的事物有它的根据，这就是美之理。只有具美之理的事物才美。另一个从人的观点说，人判断事物美还是不美，有一标准。这标准就是美的本然的样子。强调美的本质是客观的，又指出美是需要人来感受、判断的。美作为人认识的对象，不能离开人而存在，必然渗透人的主观的因素。实际上论述了美之理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在其“人生境界”论中，提出了“天地境界”的哲学最高境界，实际亦提出中国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茅盾
 （1896—1981）　现代作家、文艺评论家。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笔名郎损、玄珠、冯需、方璧等。浙江桐乡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建立“文学研究会”。1930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职务。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等地讲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美学思想上，认为美感是人们“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而发生的“一种感情上的激动”，或是“愉快兴奋”，或是“悲哀激昂”（《欣赏与创作》）。美感是有社会因素的，社会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即使是对同一审美对象，也会因各人之情绪、气质和趣味而不同。提倡审美风格的差异，进而锻炼和丰富主体的审美能力。在文艺创作上，提倡工农兵的艺术，鲜明地表现“情绪高昂、精力旺盛、充满自信”的社会主义作品。观点颇具影响。著述颇丰，收入《茅盾文集》，文艺美学观点集于《茅盾论创作》。


吕澂
 （1896—1989）　现代佛教学者、美学家。字秋逸（一作秋一、鹫子）。江苏丹阳人。早年就读于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南京民国大学。1914年进入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学佛学。翌年留学日本，专攻美术。1916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并在该校开设美学课程。1918年回南京金陵刻经处协助欧阳竞无筹办支那内学院。先后任该院教务长、院长等职，还从事美学和美术史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受西方美学思潮特别是德国学者摩伊曼（Meumann）的影响。认为西方古典美学，都是从笼统的概念出发建立一种形而上学的美学，现代美学则主要是“经验的美学”或“科学的美学”。后者可分为美学心理学和非心理学美学，它们分别遵循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路线。其共同特点则是“美的态度”。据此认为美感不是纯粹快感，其主要特点是在物象上体验到自身的感情，即“感情移入”现象。强调美感基于生命的“最自然又最流畅的开展”，其获得同“静观”不可分。艺术作品是美感的实现。艺术显示生命的普遍意义，具有社会性。在美学研究对象上，认为“美”或“美的价值”只是狭义和广义的区别。提出美学“是一种科学知识”，“是一种精神学”，“是一种价值学”，“是一种规范学”的论点，主张参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见《现代美学思潮》）。又把美的价值的特质区分为四：（1）美的价值必属于物象。（2）美的价值必与物象的效用价值有别。（3）此物象必须表现出生命或人格的价值，又有赖于“感情移入”的作用。（4）欲体验到美的价值，必须采取美的观照，即与伦理的观照有别，其态度专一于对象之内（见《美学概论》）。在美的本质上，认为凡随从人们最自然的“生”——观照的，表现的，有最广的社会性的，有普遍的要求的人生——的事实和价值，一概都是美的（见《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其美学思想，在中国“五四”前后有较大影响。美学著作有《美学浅说》、《美学概论》、《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现代美学思潮》等。


刘海粟
 （1896—1994）　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名槃，字季芳，武进（今江苏常州）人。14岁来沪，入周湘主持的布景传习所学西画。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较早在教学中实行人体模特写生和男女生同校的办学制度。创办中国第一个专业性杂志《美术》。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院长、名誉院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顾问，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艺术顾问，上海美协名誉主席，上海美术馆名誉馆长等。擅长中国画、油画和书法，所作山水、花鸟、走兽，气势壮阔，笔墨酣畅，晚年喜作泼墨泼彩之图，益见雄阔奇肆。曾先后十次上黄山，所绘黄山题材颇具奇特感人之处。油画创作以色彩浓郁，奔放热辣，笔触充满激情为特点。提倡“美育救国”，认为“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之精神，感其天性之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提出广义的美术的思想，认为“美术可算是艺术科的总称，图画可以当作美术，音乐、工艺也是可以叫作美术的”，并称音乐为“时间美术”，图画为“平面美术”，雕塑和工艺为“立体美术”，实际上是将音乐等也归到美育的范围中。在绘画上，主张“融合中西以创新”和“沟通传统，并迎合世界潮流”。又强调“客观和主观的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的发展”。重视绘画艺术的形式美和技巧美，强调形神兼备，善于造出意境；提出气韵生动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画集有《黄山》、《海粟国画》、《海粟油画》、《海粟老人书画集》等。著有《国学真诠》、《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存天阁谈艺录》、《刘海粟艺术文选》、《中国绘画的继承与创新》、《海粟黄山谈艺录》、《刘海粟画语》等。


余上沅
 （1897—1970）　现代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湖北沙市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任清华学堂助教，1923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卡内基大学戏剧系就读，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西洋戏剧和剧场艺术方向的研究生。1925年回国后，在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戏剧系，任教授，1926年起主持编辑《晨报》副刊《剧刊》，著文倡导国剧运动，后又任南京东南大学、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与赵元任等人组织“北平小剧院”，任院长、导演，还担任北京大学“戏剧研究社”导师。1935年任国立戏剧学校校务委员兼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将中西两种戏剧体系概括为：“一个重写实，一个重写意”，认为“写实派偏重内容，偏重理性；写意派偏重形式，偏重感情。”因此，中国戏剧更接近“纯艺术”，国剧的根本精神是写意的。提出要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旧戏也不同于话剧或歌剧的全新的戏剧样式，即“根本上就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国剧不是旧剧”。认为国剧的内涵是“用中国的背景来表现中国的生活”，反对“兢兢于贩运西洋戏剧形式”，强调应以积极态度重视对西洋戏剧的研究，但不应因重视西洋戏剧便把“旧剧打入冷宫”。主要著作有《戏剧论集》、《国剧运动·序》、《中国戏剧的途径》、《上沅剧本甲集》、《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等。


潘天寿
 （1897—1971）　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寿者等。浙江宁海人。长期从事绘画活动和美术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在绘画美学思想上，主张艺术“以境界美为极致”（《论画残稿》）。发挥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论点，提出艺术能“以最纯净的，至高、至深、至优美、至奥妙的美之情趣，引人入胜地引导人类之品性道德达到最高点，而入艺术极乐之天国”（《关于“国画与诗”的讲演》）。“美情”以“真”为根基，艺术真、善、美之最高境地，全从真实之现有世界而来，主张从自然与人生中深入艺术灵境的“堂奥”。阐述绘画中动与静的辩证法，指出：“中国画意境求静，气韵求动，是静中有动。”“静中有动，动而益静。”主张“在画中追求一种超脱的静美”（《对学生谈创作》）。认为水中月镜中花这种超逸空灵之境，“只有在静观默察之中才能感悟。这是静美在禅学上的发展”（《对学生语》）。在论证“人类对于美的欣赏”过程中，比较“动美”与“静美”，指出动美浅，易了解；静美深，难领会，各民族艺术之起源，以至最高的境界，都是“先由动美而后到静美”（《关于“国画与诗”的讲演》）。在“造化”与“心源”的辩证关系上，主张自然美可与艺术美比较，但“贵乎师造化、师自然者，不过假自然之形相耳”，而艺术美的“极则”，“终在心源”。“艺术是自我，亦是他我”。把艺术风格与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客体的关系，看作是民族文化、时代、地域、作家多种因素的结合。认为“格调说到底就是精神境界”，“文艺作品，归根结底是在写自己、画自己”。其美学思想，多集中反映于《潘天寿美术文集》和《潘天寿谈艺录》中。


朱光潜
 （1897—1986）　现代美学家。安徽桐城人。早年就学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香港大学。1925年赴英国留学，攻读英国文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史。1929年又赴法国留学。1933年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在美学思想上，早年深信尼采讲的以酒神精神融合于日神精神之中，以审美的解释代替道德的解释，是达到他过去提出的“魏晋人”理想的方便法门，并按照尼采美学，将康德克罗齐形式美学、英国经验美学，以及黑格尔等人的美学贯通在一起，构造出其美学理论体系。认为美感经验是直觉的活动，“直觉是突然间心里见到一个形象或意象，其实就是创造，形象便是创造成的艺术。”（《朱光潜美学文集》）在美的本质上，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而在心与物的关系上。美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美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快感。创作由情趣而意象而符号，欣赏由符号而意象而情趣。美的内容指情趣，美的形式指意象。又认为美是艺术的特点，美即指艺术的美。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自然美一般系指起于生理的快感，或起于实用的观念。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艺术美与自然美混同起来（见《谈美》和《文艺心理学》）。50至60年代，对美学基本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自然美是一种雏形的起始阶段的艺术美，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艺术美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酝酿发展的结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解释美学问题时，认为美不是孤立物的静止面的一种属性，而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又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关系，即审美关系。认为劳动创造是一种艺术创造。美感与生产劳动一样具有社会性。对象的丰富性创造着人的感觉力的丰富性。艺术的掌握方式是从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发展来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70年代末至80年代，其美学思想又有重大变化。认为美是一种价值，价值是对人而言的，研究美不能离开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而且也强调人本身全部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的分析、重新研究和评价审美活动中的节奏感、移情作用、内模仿等心理和生理问题。指出形象思维的客观存在及其在文艺中的作用。主张从艺术的本质在于创造这一关键上来研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和结合问题。生平著述和译作甚多。主要美学著作有《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美学批判论文集》等，并主编《西方美学史》，主要著作编成五卷本《朱光潜美学文集》。译作主要有克罗齐《美学原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维科《新科学》等。


宗白华
 （1897—1986）　现代美学家、诗人。字伯华。江苏常熟人。早年曾就学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五四时期曾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1920年赴德留学，学习美学和历史。1925年回国后，曾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顾问。在美学思想上，主张美学的研究“以整个的美的世界为对象，包括着宇宙美、人生美与艺术美”，但以“艺术美”为出发点（《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认为“美”与“美术”，是“在实践生活中体味万物的形象”，是“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以自由谐和的形式，表达出人生最深的意趣”（《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从中西绘画的空间表现，指出中国绘画的空间意识“是基于中国的特有艺术书法的空间表现力”（《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认为中国书法的美学思想，不完全像绘画，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来启示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意义”（《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认为“美”是一个流动的范畴，“美是从‘人’流出来的，又是万物形象里节奏旋律的体现”（同上）。“绘画是托不动的形象以显现那灵而变动（无所见）的心。”（《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建筑形体的抽象结构、音乐的节奏与和谐、舞蹈的线纹姿势，乃最能表现吾人深心的情调与律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认为西洋的美学理论，始终与西洋的艺术相表里，主要问题是“形式”、“和谐”、“自然模仿”、“复杂中的统一”、“生命表现”、“情感流露”等，中国美学原理有自己独立的审美范畴，主要问题是“意境”、“气韵生动”、“空灵”、“充实”、“笔墨”、“虚实”、“阴阳明暗”、“错彩镂金”、“初发芙蓉”、“白贲”、“文质”、“迁想妙得”、“骨力”、“骨法”、“风骨”、“山水之法，以大观小”、“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务头”、“飞动之美”等等。认为中国美学史应研究中国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研究“中国人美感发展史”（《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提出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启示，理解中国艺术的道路。主张注重阐发美的本质和艺术美创造、欣赏的价值结构与形式结构，以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学范畴系统。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散步》、《美学与意境》等，译著有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等。


田汉
 （1898—1968）　现代戏剧家。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郭沫若等发起组织创造社，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等，主编刊物。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剧社。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处长，主持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方面的抗日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早期美学思想受歌德影响，强调诗歌的美学意义，认为“爱诗的心就是求真的心”。“诗使一切的东西都美丽。”认为艺术的美学本质，在于快乐的意义与价值，同实用的意义与价值调和；一切艺术，“在于快乐中认出实用，实用中觉着快乐!”（《诗人与劳动问题》）以后转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特别是倡导平民戏剧，提倡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美学，批判Bourgeoisie（资产阶级）美学。主张“平民戏剧”和“平民艺术”。在戏剧美学上，主张“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他的生活过程”。“美好的，能给时代以巨大影响的作品也应该是作家的意识与技术生长到某一程度的必然的结果。”（《创作经验谈》）应该善于从人们平凡琐碎的生活中，从现代生活的急流中，迅速而准确地抓住美的东西，加以艺术的琢磨概括之后再还给人们。强调人物表现的个性和特写，使人感到其中所含的神秘的崇高的、或是永远的美。指出戏曲改革，“唯特色始能生色”，既要抓住自己剧种的技术特点，还要注意找其精神特点，“概括生活，选择生活，必须善于透过生活，去提炼生活中真的、善的和美的东西。”（《谈写作基本功的锻炼》）主要著作有《田汉全集》。美学思想著作有《田汉论创作》等。


丰子恺
 （1898—1975）　现代画家、文学家、音乐家。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音乐、美术。1921年春，去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杭州、重庆、桂林、贵州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画院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在美学思想上，认为美与真善全然不同，美在形式，而不在实用。“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美与同情》）。主张艺术起源于“美欲”，把一切艺术的共同点，看作是“美的感情的发现”，认为“美欲说”可以概括解释“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装饰说”等各种艺术美学理论所不能全面说明的原因，“可以一元地说明艺术的起源，且为最根本、最完全的说法”（《艺术的起源》）。 在艺术的审美鉴赏问题上，认为艺术的“有效用的感觉，第一是“视觉”，第二是“美的感情”，第三是“感情移入”，第四是“美的判断”，第五是“美的批评”。认为“艺术追求美”，“艺术是假象的，非功利的，带客观性，而又带个性，含独创分子，能表现国民性及时代精神的一种美的感情的发现。”（《艺术的性状》）美学思想集中于《丰子恺论艺术》中。


瞿秋白
 （1899—1935）　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一名霜，江苏常州人。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20年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特派记者身份访问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回国后，主编《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刊物。并在上海大学任社会系主任。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改组国民党和建立统一战线。1927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书记。1928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3年在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1935年被捕牺牲。在美学思想上，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这一命题的时代意义，认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部著作“很能代表当时的思想”，并批评其“主观的创造力无大重要”（《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的观点，强调“这‘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抄袭”，而是“改造现实的现实”。认为“美”具有阶级性：“所谓‘美’——‘理想’对于各种各式的人是很不相同的、非常之不同的。”并以文素臣、西门庆、《三笑》等为例，说明各有各的“美的理想”（《美》）。在批评普列汉诺夫对艺术的社会作用认识不足时，强调审美的功利性和艺术的阶级性：“一切阶级的文艺却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观不是“超阶级的”，但他在审美观念方面，不能够完全脱离康德“超阶级”的直觉主义的影响，“事实上承认了美感的超阶级性”（《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但在批评普列汉诺夫“过分看轻艺术的积极作用”时，也过分强调了文艺的积极作用，把文艺看作是“政治的‘留声机’”，认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哪一个时代，不论是哪一个阶级，不论是哪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武器”（《非政治主义》）等。在艺术的审美创造上，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审美原则，反对“用一切慷慨激昂淋漓尽致的空谈，来掩盖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糊涂观念”，使“正眼观看现实的真正勇气，被虚伪的空喊的‘英勇’所代替”（《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并以此为审美标准来评论文艺家。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对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认为鲁迅的精神首先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反虚伪的精神”。著作已编为《瞿秋白文集》，美学思想主要集中于《瞿秋白论文学》一书中。


闻一多
 （1899—1946）　现代诗人、学者。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91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2年留学美国学美术、文学。回国后曾在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在诗歌美学上，是新诗格律派的系统倡导者。认为中国的新诗，“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主张既保存本地诗的色彩，又尽量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使新诗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女神〉之地方色彩》）。提出新诗“格律说”的理论，认为其主要内容是“三美”，即“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其核心是“音乐的美”。认为诗的音乐性是产生诗的节奏的重要条件，诗人之所以能激发人们的情感，与节奏的功能密切相关。节奏还来源于相应的格律。强调诗歌借重于格律的约束与依托，才产生调和的节奏。认为“绘画的美”是指诗歌语言在辞藻修辞方面，应该经过“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诗的格律》）；“建筑的美”主要指诗的形体达到“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取决于音尺数相等原则。主张诗由分行为开端，注意到诗歌形体美感的创造，是“增加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诗的格律》）。美学论著有《诗的格律》、《我的诗的躯壳》、《〈女神〉之地方色彩》等。主要著作已编为《闻一多全集》、《闻一多选集》。


方东美
 （1899—1977）　现代哲学家。原名方珣，字东美，后以字行。安徽桐城人。1917年入金陵大学攻读哲学。1921年赴美留学，先入威斯康星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学至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黑格尔哲学，又回威斯康星大学，1924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后被聘为武昌高等师范大学教授，后历任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等校教授。1948年赴台湾，先后任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教授。60年代曾在美国任南达科他大学、密苏里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将原始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原始道家、大乘佛学、新儒学（宋明理学）视为中国哲学之四大传统，认为现代世界因高度物质化而丧失宗教精神和哲学智慧，主张落实儒学人生价值，以不断提升生命意义，从而达到拯救现代人类的目的。以儒家思想为本，融汇中西哲学，创“文化哲学”。美学理论上，认为“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中国先哲人生哲学概要》），美的境界来自审美对象幽深变化之处，“宇宙间真正美的东西，往往不能以语言形容”，因此，审美创造“必须神思勃发，才情丰富，始能直透宇宙人生的伟大价值”。强调“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生气，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同上）。而中国人的哲学就在于突出这种幽深之生命价值，中国艺术透过空灵，总是可以感受到一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和参天化育的宇宙生命力量。著作颇丰，且不少以英文撰写，主要有：《中国先哲人生哲学概要》、《科学哲学与人生》、《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人生哲学》、《生生之德》等。


张大千
 （1899—1983）　现代画家。原名正权，后改为爰，小名季，又名季爰。曾入佛门，法号大千，又称大千居士，还俗后以法号行。四川内江人。早年曾去日本学习绘画，1936年受任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山水、花鸟、人物皆善；工笔、写意俱妙。与齐白石齐名，并称“南张北齐”。初习清初八大山人等画，后泛涉各家，并临摹敦煌壁画。40年代归蜀，50年代后栖身海外，创泼墨、泼彩新法，贯中西精髓。绘画美学上，强调“真美”在于物之“神韵”，画家应利用不同角度、从流动的眼光下，产生灵感，进行美的构图。同时认为，中西绘画没有根本区别，“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工具的不同”（《画论》）。强调“七分人事三分天才”，习画应“先师古人，而后师万物，而后师造化，终之以师吾心为的焉”（《故宫名画读后记》）。在审美鉴赏中，认为“夫鉴赏，非易事也”，必“习之也罔，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同上）。还注重“美育”，认为绘画的普及鉴赏，使世人“得以沐浴乎艺海，优游乎画苑，以化其犷悍之气，释其惊怖之念，以美为教，庶几斯世之跻乎于至美之域”（同上）。作有《张大千画集》、《张大千画辑》多种，美学思想多集于《张大千诗文集编年》。


杨荫浏
 （1899—1984）　现代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字亮卿，号二壮、清如。江苏无锡人。12岁起师从吴畹卿学习昆曲及琵琶、三弦等。后又随传教士学习钢琴、音乐理论，1923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光华大学经济系。1929年起为教会工作，从事赞美诗的译制、编辑。1936年起先后担任过北平“哈佛燕京学社”音乐研究员，在燕京大学音乐系、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国立音乐学院等校任教，并兼任国立礼乐馆编纂组和乐曲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研究员、教授，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并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遗产的搜集整理和中国音乐史、乐律、音韵、古谱的研究。1950年，专程回无锡拍摄录制阿炳的6首名曲，并整理编成《阿炳曲集》出版。主张“音乐史要有实践，要有音乐”，“不能从书本到书本”。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系统的阐述，尤其是对先秦诸子百家与古琴美学思想的论述，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文献。撰有《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古代音乐史纲》、《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语言与音乐》等。


林风眠
 （1900—1991）　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广东梅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巴黎第戎美术学院、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专习油画。1925年回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校长。发起组织北京艺术大会。1928年创办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授、校长。抗战时期，随校内迁，不久辞职，潜心艺术创作。抗战胜利后，任杭州国立艺专西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顾问，上海美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擅长西洋绘画、中国绘画及美学理论，是中西比较美术研究的先驱。创制新颖的彩墨画和水彩画，着手实践中西绘画的艺术嫁接，并获成功。工风景、花鸟、人物和静物。人物画除仕女和戏曲人物外，拓展到农人和渔民及生活场景，线条秀挺飘逸，有时还参用了中国民间的瓷画笔触，色彩有时斑斓，有时冷逸，质朴中清气弥漫，别具一格，肯定中西绘画的各自特点，反对社会上尤其是在艺术学校中，将中西绘画对立起来的认识。在中国美术史分期上，批判西方学者生硬套用西方模式的做法，提出按佛教输入前、后和元代至今划分为三个时期，据此梳理中国画史和中国画论，强调要从中西绘画的比较，包括绘画原料以及书法、文学和自然风景的影响等方面，发现中国绘画固有的基础，重新评估中国绘画的价值。主张中国画家应以开放的姿态吸收西方绘画的新方法，冲破传统绘画模仿、抄袭、陈陈相因的旧观念的束缚。强调绘画上单纯化的描写，应以自然现象为基础，基本训练，亦应以自然界为对象，而且对于绘画的原料、技术、方法，应有绝对的改进，以此达到复活中国绘画的目的。出版有《东西艺术的前途》、《中国绘画新论》、《原始人类的艺术》、《林风眠画集》等。


梁思成
 （1901—1972）　现代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曾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土建系主任，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建筑美学思想上，根据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维斯（Vitruvius）关于建筑必须具有适用、坚固、美观三要素的思想，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提出“建筑既是工程又是艺术”。指出适用、坚固、美观之间存在着矛盾，要求其辩证统一。重视适用性，认为建筑的主要要求是适用，但“美观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建筑就必然有一个美的要求”。把建筑轮廓、比例、尺度、均衡、节奏、质感、色彩、装饰等视为建筑艺术技巧的重要因素，强调“建筑虽然也能引起人们的感情反应，但它只能表达一定的气氛，或是庄严雄伟，或是明朗轻快，或是神秘恐怖等等。”指出建筑的“美感上的反应”，与建筑的美观问题必然联系。主要著作有《梁思成文集》。


徐复观
 （1902—1982）　现代哲学家、美学家。原名佛观。湖北浠水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第一师范，1930年赴日留学。1932年后投身军旅、任职政界。1949年转向学术界，在香港创办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50年代起，历任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副主任、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学术研究涵盖中国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核心即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阐扬蕴含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美学思想上，首先提出虽然文学艺术是思想史的一部分，但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不同于对思想史的研究，“更须在运用一般政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后，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情感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因而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本质”（《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自序》）。指出“中国著作的传统很少将基本概念，下集中的定义，而只作触机随缘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常限于基本概念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意义。必须有完善周密的归纳，虚心平气的体会、切问近思的印证，始有得其全，得其真的可能。”（同上）将老庄、尤其是庄子精神作为中国艺术精神之哲学内核，把“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看作“庄子的再发现”（《中国艺术精神》），突出强调庄子哲学中“游”、“心斋”和“物化”等问题，并善于在中西比较中，发现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之独特，终而得出中国人之人生是“艺术的人生”、中国人之艺术是“人生的艺术”（同上）这一美学研究之感悟。著作有《两汉思想史》、《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中国文学论集》等。


胡风
 （1902—1985）　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等。湖北蕲春人。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笠年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9年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1935年后主办《海燕》、《七月》等杂志，并创立“七月”派。曾辗转各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1954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1965年被判刑，1978年获释放，1980年获平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顾问等。美学思想上，深受生命哲学影响，坚持艺术本位论，强调艺术创作的个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认为艺术是“个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现”，“只是在某时某地作家具某种艺术宗旨的一种心境的表现”（《林语堂论》），主张创作主体进入在敌友关系中体验爱恨情仇的精神状态，即其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精神。同时，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实践，认为艺术作品是“滔滔的生活河流里的真实通过作家底认识作用的反映”（《新的文评序言》）。在审美欣赏与审美批评上，提出艺术家应具有健康的美感性格，批判落后的审美意识，同时提出创作家和批评家本质是相同的“创造的批评”观，旨在张扬主体意识和挖掘时代精神。反对把“民族形式”狭义地理解为“民间形式”，主张通过吸纳他者民族的先进的、科学的成分来改造国民与“民族精神底创伤”（《论民族形式问题》）。著有《文艺笔谈》、《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理论著述辑为三卷本《胡风评论集》。


贺绿汀
 （1903—1999）　现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原名贺安卿，字抱真，又名贺楷，贺如萍。湖南邵东人。1923年入湖南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学习音乐与绘画，后留校任教。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等学习理论作曲。同年以《牧童短笛》获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作曲比赛一等奖，毕业后从事电影音乐创作。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赴南京、汉口等地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执教，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音协主席等。在创作实践中，重视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力图使西方作曲技法与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相适应，并为普通观众所接受。认为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音乐创作的重要源泉，而来源于生活的音乐要激发人的情感，“如果不能激起人们的感情”，“那只能说是没有生命的音乐，即不是音乐”。同时也指出形式对于音乐的重要意义，强调音乐技术的重要性，但只是把它当成表达音乐思想的工具。主要音乐作品还有管弦乐《晚会》、《森吉德玛》等；大合唱《十三陵水库》、《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周总理》；电影音乐《都市风光》、《马路天使》、《宋景诗》等；歌曲《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著作有《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论音乐的理论与实践》、《音乐美学及其他》、《我对戏曲音乐改革的意见》等，主要作品及论文收入《贺绿汀歌曲集》、《贺绿汀钢琴曲集》、《贺绿汀合唱曲集》、《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以及《贺绿汀全集》。


焦菊隐
 （1905—1975）　现代戏剧艺术家。天津人。早年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1930年创办中华戏曲学校，任校长。1935年留学法国，专攻戏剧。1938年回国，先后在四川、北平等地从事戏剧教育、编导和译著，并创办北平艺术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总导演兼艺委会主任。早期戏剧美学思想，认为“戏剧是表现人生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三种“美的概念：声、色、动”，诗歌只是声，绘画只是色，舞蹈只是动，“唯有戏剧才能同时把声、色、动表现出来”（《论易卜生》）。又认为“艺术是完成时的一种美的表现，而欲达此种美的完成，则非用科学的原则，甚至科学中的本位来一一实现它不可”（《舞台光初讲》）。在后期艺术实践中，力求汲取民族艺术的美学传统，探索中国话剧的民族形式，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形成了以民族化为核心的独特导演学派和戏剧美学思想。认为“中国美学基本原则”是“讲究对比”、“色彩和谐”，在戏曲艺术上，表现于戏装上冠帽、华丽的袍服与裙子之间、裤子与朴素的鞋子之间，表现于表演一套动作及舞蹈与其后的片刻停顿之间、一些演员起舞与另一些演员摆出塑像姿态之间。指出讲求表现塑型美是中国戏曲理论的核心。提出中国戏曲艺术美由“象征性舞蹈”、“节奏性的动作”及“造型的考究”（《今日之中国戏剧》）综合构成的戏剧美学思想，对于其戏剧艺术的民族化实践，颇有影响。通过中西戏剧美学的比较，把“与观众共同创造”（《论民族化（提纲）》）作为探索民族化的美学理论的基石。其美学思想对中国戏剧美学，具有深刻的影响。主要美学思想，集中表现于《焦菊隐文集》、《焦菊隐戏剧论文集》、《焦菊隐戏剧散论》中。


蔡仪
 （1906—1992）　现代美学家。湖南攸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敌宣传研究工作。后任上海大夏大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研究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在美学思想上，提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新美学》）又提出“美是客观事物显现其本质真理的典型”（同上）；“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在此基础上，肯定美的客观性，否定美的主观性。在说明审美主体的美感论中，认为美感的根源是现实事物的美，没有现实事物的美就无以发生美感。美感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又能为人的主观意识所反映。他把事物的美和美的观念视为产生美感的两个绝对重要的条件，把美的观念与美的认识相联系。认为在人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概念是核心，感觉和表象是为了实现概念的东西。概念的特征既关系到想象和形象思维的特征，又关系到美的认识的特征。美的认识或美的观念即对于客观事物的具象性的概念，即意识中所反映的事物的典型形象，即“意象”。美的观念受客观真理所制约，人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又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由此造成美的观念的主观性，亦即美感的相对性。“美感就是美的观念的自我充足欲求的满足时的愉快。”（《新美学》）又从现实主义艺术论的美学原则出发，规范艺术的本质，认为“艺术是认识现实并表现现实的”，艺术是“作者对于现实的由现象到本质的一种认识和表现”，是“作者对于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作典型的形象的认识”（《新艺术论》）。认为艺术的认识，即艺术的内容，亦即艺术的典型创造，其特点是由阶级的或一定人群的性格特征概括起来，具现于一个人物身上。它要求创作主体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个性与阶级性统一、时代性与永久性统一等特点。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认为它使艺术的认识客观化，同时又使之社会化。认为文艺也是宣传，但不同于一般的宣传，它“以诉之感性的方法表现出来”。在美的分类问题上，认为可将美分为单象美、个体美、综合美。艺术美的分类也与此相适应。单象美的艺术，是反映客观事物音响、形体、颜色的艺术，主要有音乐、建筑、舞蹈、图案等；个体美的艺术主要是表现个体美的绘画和雕刻；综合美的艺术主要是文学。主要美学著作有《新艺术论》、《新美学》、《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论现实主义问题》等。主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美学原理》。著述多收集于《美学论著初编》中。


黄佐临
 （1906—1994）　现代话剧、电影导演艺术家。原名作霖。祖籍广东番禺（今属广州），生于天津。1917年进天津新书学院，1925年毕业后曾两度留学英国，先后就读于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戏剧学馆。抗战爆发后回国，先在重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39年赴上海，相继在上海剧艺社等剧团任导演，1942年筹建苦干剧团。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并当选为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剧协副主席等。导演过《蜕变》、《大马戏团》、《秋海棠》、《激流勇进》、《陈毅市长》、《闹钟》、《中国梦》等话剧，《表》、《夜店》、《腐蚀》、《三毛学生意》等电影。在戏剧美学上，提出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是当今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最早将布莱希特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提出“写意戏剧观”。指出“写意话剧”的“所谓‘写意’，当然是与‘写实’对立而言。戏剧上的‘写意’，着重体现在对由‘第四堵墙’制造的幻觉表象的突破，以流转的史诗方式，去攫取题材的内在灵魂。”总结出“写意话剧”的特征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以及在排练过程中所得到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十六个字”。指出中国传统戏剧具有“生活写意性”、“动作写意性”、“语言写意性”、“舞美写意性”四大特征，认为写意性关注的是对象的精神和本质而不是对象的表面，“写意”相当于“本质”。并在长期的导演实践中，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指导，探求创造一种将东西方文化相交融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写意话剧。1987年执导《中国梦》，彻底打破了“第四堵墙”的束缚，借鉴中国戏曲的自由的时空转换手法，使表情和叙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大大丰富了新时期话剧的舞台语言，在突破传统的同时，向观众展示了话剧的潜在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运用的可能性。通过演员的表演，将斯坦尼内在移情作用和布莱希特的外部姿态与梅兰芳有规则的自由行动合而为一，产生了一种流畅和谐、中西合璧的写意戏剧艺术。著有剧作《梁上君子》、《荒岛英雄》和论著《导演的话》、《我与写意戏剧观》等。


董每戡
 （1907—1980）　现代戏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原名董华，曾用名杨大元、杨每戡，浙江温州人。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从事戏剧创作。1928年留学东京日本大学文学院专攻戏剧。1929年回国，1931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创作话剧《C夫人肖像》、《血液出卖者》、《典妻》、《黑暗中的人》等。抗战期间，任“一致剧社”社长，通过编导戏剧作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后加入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第三厅，任戏剧编导，相继创作《敌》、《孪生兄弟》、《未死的人》等十余部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自费创办《戏剧战线》月刊。后又任东北大学（时内迁于四川三台）、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剧专、大夏大学等校教授，并任商务印书馆编审。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化局戏剧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教授。注重戏剧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形态演变，以及唱、念、做、打诸因素的变异和演化过程。在戏剧的起源，戏剧的体制，戏剧的脸谱、行头、布景等诸构成方面，都提出独到见解。治戏剧学立足于舞台即演剧性。钦敬王国维缔造了曲学，但反对王氏把戏剧等同于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即词曲史）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戏曲主要是‘戏’，不是‘曲’”，“在剧史家，与其重视其文学性，不如重视其演剧性。这是戏剧家的本分，也就是剧史家与词曲家不相同的一点”。强调戏剧研究即是对“剧史家”主张的具体实践。因而改变了自王国维以来以治经的方法治曲的学术倾向，从而确立了不同于王国维的戏剧观；同时，从文化人类学、艺术发生学，以及民俗学、语源学等多维视域观照中国戏剧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建构起一个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体系。著作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说剧》、《五大名剧论》等。


周扬
 （1908—1989）　现代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1931年回上海，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主编《文学月报》。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等。在美学思想上，主张“在新的现实和旧美学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之上”，建立“新美学”。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割开来，“美并不只是在形式上”，离开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内容，一切关于美的议论都是空谈。对于作品之社会的分析和美学的分析应当统一。认为美的感情，美的欲望，并不是先于社会的发展的、生物学的、内在的。“艺术品”和“主观的审美力”，“是从人类的实践的过程中所产生”。主张继承过去美学遗产，推崇梅林的《美学的散步》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认为“科学的美学只有沿着唯物论的线索，才能坚实地成长起来”。（《我们需要新的美学》）高度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思想，认为这肯定了美及其他美的范畴的客观性，“把美安放在广阔的生活基础上，揭去了美的神秘的帷幕。”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意贬低艺术价值的观点，认为仅指出美的对象是客观的还不全面，还应指出“有审美力的主体也是由美的对象（客观）所产生，而又产生美的对象”（《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生活与美学〉译后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与美学观点，“没有把专门的劳作付给予艺术，但是散见在他们全部著作中关于艺术的断片意见仍然可以看出一个完全的和谐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后记》）。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和《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两部著作，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高尔基、鲁迅、毛泽东在文艺和美学思想上的见解。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认为艺术美根源于现实美，但前者比后者更高、更美。主张加强审美教育，认为“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育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提倡深入研究中国美学史和西方美学史，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提出美育的内容是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美育的形式要多种多样，除音乐、美术外，还要包括语文教学，体育训练，各种艺术品的展览，文学戏剧的欣赏，业余文艺创作等，“应该争取把我们整个社会和生活环境统统变为进行美育的场所。”（《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著作主要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艺论集》、《周扬文集》、《周扬近作》、《周扬序跋集》等。


唐君毅
 （1909—1978）　现代学者、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四川宜宾人。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于香港与钱穆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文化哲学上，将康德、格尔哲学吸收到正宗儒家内圣外王中来，以“道德理性”为心之“体”，“文化意识”为心之“用”。“如吾人之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为体，则一切精神或文化活动皆为其用。”（《文化意识和道德理性》）美学上，基于以“道德自我”为生命本体，以及心一分殊的逻辑方式，认为一切人类精神活动都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艺术和审美皆依于道德心灵，并探讨生命心灵不断超越的发展历程，认为从自然美、文艺美到人格美，体现心灵之不断超越。同时，其心灵哲学的“观照凌虚境”，即是以空灵为极致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境界的体现。著有《中国哲学原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人文精神之重建》。


牟宗三
 （1909—1995）　现代学者、哲学家、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2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毕业后，在华西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主要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1949年赴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赴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在哲学上，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儒家中又判定孔、孟、陆、王为“正脉”，认为儒学是“身心性命”之学。同时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严峻挑战。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化问题，提出“开出”说，即以儒家“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美学思想上，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以儒家心性之学，改造康德哲学美学，建立自己道德理想主义美学，从而实现传统美学之创造性转化。强调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更具品鉴性质。康德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重要著作有：《认识心之批判》、《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等。


吕骥
 （1909—2002）　现代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原名吕展青，笔名穆华、霍士奇。湖南湘潭人。1930年后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与作曲等。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年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活动，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38年赴延安参加鲁迅艺术学院筹建工作，后任音乐系主任、教务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艺文工团、东北音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并当选为中国音乐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认为“音乐作品必须反映时代精神”，要按照音乐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能引起听众在情感上和情绪上的激发”。强调“要注意从生活实践到创作实践的这个飞跃常常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为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尽可能的和谐统一，指出只有从表现生活的艺术实践中掌握技巧，技巧才能真正可能得到发展和提高。主要音乐作品有《自由神》、《新编“九一八”小调》、《“五四”运动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反对细菌战》、《开荒》、《毕业上前线》、《参加八路军》、《祖国颂》等。大型合唱曲《凤凰涅槃》等。著有《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论国防音乐》、《音乐的国防动员》、《从原始社会到殷商的几种陶埙探索中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等，编有《新音乐运动论文集》，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主编。


王朝闻
 （1909—2004）　现代艺术理论家、美学家。四川合江人。曾就学于成都艺术专科学校、成都私立岷江大学艺术系、四川省立第一师范、杭州国立艺专等。1940年到延安，从事美术活动。后任教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第二、三届会长。在美学思想上，认为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关系学”。它研究“美与美感的关系”、“创作与欣赏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主体和对象的矛盾”（《再再探索》）。强调艺术的创造性，重视生活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作用，认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王朝闻文艺论集》第1集）。“生活感受已经是创作构思的开始。”（《了然于心》）同时指出，只有丰富的生活而没有艺术的技巧，生活就不能在艺术上得到“富于美感的反映形式”。认为艺术的美感的形式即形式美具有两层含义：（1）指艺术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表情或表情性；（2）指艺术作品在形式的构成上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在形式美的诸多原理中，“多样统一”的原理为最基本的原理，它包含着对比、照应、均衡、对称等等，包含着明与暗、虚与实、拙与巧、生与熟等一对一对的艺术美的范畴。形式美的规律，离不开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审美经验，客观事物的美与不美是有条件的，审美也是有条件的，以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来解释形式美的起因，指出人的精神生活的继承性，恰好也是形式审美感受的共性的一种原因。认为艺术美的魅力和本质在于它的矛盾性。艺术形象的特点，是“不全之全”，是艺术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主张艺术家不仅要求自己的劳动适应群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能力，而且要争取用自己的作品，“培养和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和趣味”（《王朝闻文艺论集》第3集）。强调艺术欣赏中审美愉悦的根源，在于欣赏者自身的再创造，“借有限的但也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王朝闻文艺论集》第2集）其美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总结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的审美经验而形成，对当代中国艺术界和美学界有较大影响。著述颇多，主要有《新艺术创作论》、《一以当十》、《喜闻乐见》、《创作、欣赏与认识》、《面向生活》、《不到顶点》、《再再探索》、《了然于心》、《审美谈》、《王朝闻文艺论集》等。


曹禺
 （1910—1996）　现代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1929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从事戏剧研究。后在复旦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主席。在戏剧美学上，主张对生活要“真知道”，认为作品是剧作家长期观察、体验过的生活印象的结晶，同时，剧作家又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印象，心灵感受的积累和提炼上，还要经过丰富的艺术积累，虚构出新的人物、新的戏剧情节，从而完成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戏剧作品。在构思过程中，剧作家还需将他长期积累的、已经化为他血肉的中外文学、戏剧艺术审美经验，融注在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提炼之中。早期戏剧观及《雷雨》创作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汲取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及其审美模式，通过他笔下的悲剧人物不甘于被压迫、被损害的可悲处境，想挣破命运的罗网而仍不免于悲剧的结局，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辉。又创造性地借鉴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艺术经验，从质朴的写作中去发掘生活内在的诗意，寓浓于淡，在平凡中显示深度。在戏剧内部，特别透过悲剧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蕴含着光明与黑暗、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深刻矛盾，揭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在表演理论中，主张演员的表演既要以“真情感”做柱石，又要懂得角色内在情感有节制的表现，要追求一种含蓄、深隽，富于美的“波纹”与“韵味”的诗意境界。还高度重视剧作家创作的观众意识。视观众“如神仙、如佛”，主张戏剧必立即获有观众，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剧作家在构思时，要力求将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观众求新求异的心理有机结合。同时，对观众的欣赏心理不盲从，不迎合低级趣味，应坚持艺术健康向上的审美品格。主要作品有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家》、《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编入《曹禺全集》。


钱锺书
 （1910—1998）　现代学者、作家、文艺理论家。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后于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起先后于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术思想上，注重比较诗学的研究，认为古今中外虽有“不能不异”，亦有“不得不合”，南北学派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在中国文艺美学研究上，指出史传古籍、自然科学著作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史有诗心、文心”（《管锥编》第一册），不仅史学家要“臆造人物，虚构境地”，经子古籍也有“修辞机趣”、“游戏三昧”，自然科学论著也要遵循“造艺意愿”（同上）。提出“写忧而造艺”（《管锥编》第二册）的命题，强调忧虑、悲痛对于文艺创作的意义，并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人感受美物，辄觉胸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热泪滋等种种反应”（《管锥编》第三册），说明美中有悲、悲中有美的重要审美规律。发现传统诗文鉴赏“比物论文”、“以诗说诗”、“以镜拟镜”的特点，指出其利弊：“理不胜词；藻采洵迎不暇接，意皆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谈艺录》）同时强调“文同不害意异”，释典要通观全篇，反复求意，而不能以点代面，应该“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管锥篇》第一册）。还谈到“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待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论画时重王世贞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论诗时重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七缀集》）。对当代美学及文艺理论产生深远影响。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理论著作有《谈艺录》、多卷本《管锥编》及文论集《七缀集》。


张庚
 （1911—2003）　现代戏剧理论家、戏剧史家、戏剧教育家。原名姚禹玄，湖南长沙人。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分盟。同年任上海剧联常委。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蚁社流动演剧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5年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兼文工团四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戏剧报》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戏曲学会会长等。长期致力于戏剧的革新工作，重视戏剧史的研究，探索戏剧的发展规律。提出“话剧的民族化和旧剧的现代化”问题，关注话剧向戏曲学习和戏曲的改革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全力投入对编演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和整理、改编传统戏等戏剧的革新工作。最早研究中国话剧者，主张要转变其洋化作风，使之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即大众化。提出中国话剧的产生是舞台上强烈要求表现新生活的愿望而实现的。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较早的介绍人之一，在坚持洋为中用、充分尊重本民族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反对片面理解斯氏体系。将戏曲的演变置于具体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探索其发展的规律。从戏曲史的立场，对戏曲文学、表演、音乐等各个部门的形成、发展给予考察，从美学上总结戏曲体系的特点及规律，并形成了自己的“剧诗”说理论。主要著作有《戏剧艺术引论》、《中国话剧运动史稿》、《中国戏曲通史》、《戏曲艺术论》、《张庚戏剧论文集》等。


吕荧
 （1915—1969）　现代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安徽天长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在美学思想上，是主观论的代表。认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美是什么》）。美不是物的属性，而是审美观，是第一性的反映，是由客观所决定的主观，其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统一的。在自然美问题上，提出“自然美本身有它一定的社会内容，自然美也就是一种社会美”（同上）。强调美与人的整体和发展变化的联系，认为论美，论美与好，“就必须考虑到人与事物的实际上的联系，就必须考虑到人的生活”（《关于“美”与“好”》）。又认为美的概念，美的观念，“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变动的，发展的，转化的”（《再论美学问题》）。涉及美的流动变化的辩证法问题。在美感问题上，认为就欣赏美的事物而言，“它是人的感觉和判断”；就人的生命过程而言，“它是人的认识”，“即人以一定的概念映证于外物，映证于生活。”从真、善、美的同一性出发，论证美、美的观念、美的概念、审美能力、审美感的一致性，但缺乏对于审美感受的特殊研究并由此否定审美客体特征。提出艺术的意义，非美非古，而是真实。认为创作过程“是思维与情感的运动过程”，“是有机的、复合的、意识的，包含着斗争的”（《艺术散记》）过程。强调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提出“现实的主题就是‘永恒’的主题”（《“永恒的主题”》）的命题。反对只强调真实而堕入自然主义的旧公式，也反对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落入抽象空洞的政治倾向。美学著作有《美学书怀》、《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等。


蒋孔阳
 （1923—1999）　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四川万县人。1941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在镇江中国农民银行任职，其间受美学家宗白华、朱光潜的影响，开始发表美学和文艺理论文章。1948年进上海海光图书馆从事翻译工作。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上海美学学会会长，上海作家协会、上海社联副主席，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中国古代美学、西方美学研究和中西美学、艺术比较研究，出版有《美学新论》、《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德国古典美学》等著作。美学理论上，认为美学研究应当以人类在漫长的劳动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的具有形象性、直觉性、情感性、自由性、全面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应当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通过艺术来研究人类审美意识、美感经验和各种形态、范畴的美；认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主体在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象的人化，是全面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形象。同时美又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是人在实践中按照美的规律和对象性质、特征的恒新恒异的创造，是由自然物质层、知觉表象层、社会历史层、心理意识层等多因素多层次的积累而又突然创造的过程和结果。认为审美是形成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创造活动，美感是人在审美创造中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或自由显现之后所形成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愉悦感、幸福感，外物形式符合内心结构所产生的和谐感，暂时摆脱物质束缚后精神上所得到的自由感，是生理与心理、个性与社会性、具象性与抽象性、自觉性与非自觉性、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矛盾统一。此外，他对美感教育的性质、特征、功能，对崇高、丑、悲剧性、喜剧性等审美范畴，以及中西美学、艺术的比较研究也提出许多独创的见解，形成了他的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审美关系论为出发点，以创造论为核心的系统的美学理论，被美学界誉为当代中国美学一个新的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论著有《蒋孔阳全集》，主要编著有《西方美学通史》等，主要译作有《从文艺看苏联》、《近代美学史评述》等。


李泽厚
 （1930—）　美学家、思想史家。湖南长沙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在美学思想上，主要从主体性哲学角度，研究美、美感和艺术。认为“哲学包括认识论”，“包括科学方法论”，“包括伦理学和美学”，它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知、情、意的心理结构和求真、向善、爱美的主观欲求以及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的研究，是一个整体机制，它向外开放，与物质文明相连接，向内凝聚，成为精神文明，体现了一种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在此哲学基础上，提出人性结构模式：（1）人类总体——理性的内化（智力结构）、理性的凝聚（意志结构）、理性的积淀（审美结构）；（2）个体——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自由感受（审美快乐）。它们一一对应，共同构成了文化——心理的动态结构。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最完满的表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最高级的峰巅。以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这一概念来揭示美的本质：“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论美感、美和艺术》）从日常语言中关于“美”字的含义，区分表示感官愉快的强形式、伦理判断的弱形式和审美对象，界定了美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形式”，美是“自由的形式”。在提倡促进审美心理学的研究时，认为美的哲学是美学的引导和基础，审美心理学是整个美学的中心和主干。“美感”是“审美意识”中的“实现阶段”的最后一项，它既不同于“审美意识”准备阶段的“审美态度”、“审美注意”、“审美经验”，也不同于“实现阶段”的“审美知觉”和“成果阶段”的“审美情感”、“审美能力”。“美感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它们表现为一定的形式，但却又超出形式，是在个体的感情中积淀着社会的理性”（《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美感是直觉性和逻辑性、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对立统一。根据内在的“人化”这个总原则，美感可分为三个层次：（1）悦耳悦目；（2）悦心悦意；（3）悦志悦神；审美心理可分为四种要素：感知、想象、理解、情感。在论证审美心理结构中提出“积淀说”，具体包括最基本的“原始积淀”、创造形式的“艺术积淀”和创造艺术的“生活积淀”。在形象思维问题上，主张结合个性化与本质化，以情感为中介。认为逻辑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基础；艺术诉诸人的美感，不能完全用认识来规定；创作过程中美感直觉性延伸为无意识。把形象思维的特色分为四种：（1）随着艺术种类的不同，各门艺术的形象思维也各具特色；（2）随着创造方法不同而不同；（3）民族特色；（4）随着艺术家个人的才情性格而有所不同等。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提出诸如“龙飞凤舞”、“狞厉的美”、“儒道互补”、“秦汉浪漫主义”等重要观点。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论集》、《美的历程》、《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等，主编有《中国美学史》（与刘纲纪合作）、《美学三书》、《美学译文丛书》等。


 著作刊物

先秦


《易传》
 　又名《易大传》、《十翼》。《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对《易经》所作的解释、说明和发挥，故名。由《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组成。旧传孔子作。据近人考证，《易传》各篇非成于同时，亦非一人所作，大抵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写成。改造了《易经》的宗教巫术内容，利用原有卦、爻辞的框架结构，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按照儒家伦理美学思想，视善为美的根本。“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卦·文言》）“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彖传》）认为天地之美在于天地之德，人的内在品德的美，乃是人的最高的美：“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坤卦·文言》）认为天地、阴阳二气的交感，形成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美：“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卦·彖传》）“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离卦·彖传》）提出“象”的概念：“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下）又认为易“成天下之文”，“定天下之象”，易象涵盖、包括着艺术形象，因而对易象的阐述，涉及艺术形象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在“象”与“物”的关系上，提出观物取象；在“象”与“意”的关系上，提出“立象以尽意”（《系辞》上）。在“情”与“辞”的关系上，提出“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下），“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上）。又提出“神”的概念：“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下）揭示了艺术语言含蓄传神，艺术形象小中见大、能触发想象的特点。按照儒家“文质统一”的观点，强调质的重要，以“进德修业”放在首位，主张“修辞立其诚”；亦重视“文”的作用，提出：“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认为易象所反映的美，具有阴阳、刚柔的不同属性，蕴含着朴素的艺术辩证法。《易传》的哲学美学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它所阐明的动静、进止、开合、聚散、盈虚、阴阳、刚柔等因素的对立统一，是后代艺术创造辩证思想的理论基础。对“言”、“意”、“象”的论述，直接影响到魏晋之际“言不尽意”与“言尽意”的争辩，及魏晋以后关于形象思维的研究，并逐渐形成“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理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系辞》下）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观物取象的典型方式。提出的“观物取象”、“文模拟自然”的观点，为不少美学家所吸收，进一步发展为“师法自然”、“文原于自然”的主张。易象的阴阳刚柔区分，影响到后世关于美的类型的区分，由此为发端形成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等审美范畴的理论。今通行本有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注疏》、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近人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等。


《尚书》
 　亦称《书》、《书经》。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事实上有些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为后来儒家所补。有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之分。今文尚书由汉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西汉初有二十八篇，由伏生传授。古文尚书用秦汉以前的“古文”籀文书写，据说为汉武帝末年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较《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现仅存篇目。又有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为《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尚书》书中保存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美学方面的一些史料。对“望秩于山川”等祭祀礼仪的记载，有助于认识从巫术礼仪向审美的转化。“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典》）等记载，提供了原始歌舞艺术的资料。“诗言志，歌永言”的主张，反映了对诗与歌不同特点的认识，而“诗言志”说，成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不役耳目”的主张和“玩物丧志”的告诫，反映出古代统治者在处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关系上的某种见解。《大诰》对“五行”的歌颂，《洪范》对“五行”与“五味”联系的阐述，为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美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南宋蔡沈《书经集解》、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左传》
 　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的事件，保存大量史料，有些对研究中国古代审美、艺术活动颇有价值。关于上古时期文饰图绘发展的一些资料和传说，对研究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艺术，有一定参考价值。对礼、乐活动的大量记载，充分反映出春秋之际音乐、舞蹈的发展水平，及其同政治、军事、宗教巫术活动的联系。记载了晋郤缺、吴季札、秦医和、齐晏婴、郑子产等一批政治家、思想家的美学观点。“铸鼎象物”的命题，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图象与物象关系的最早的认识。文物昭德思想的提出，表明春秋之际已将服饰、冠戴、车舆、旌旗诸种文物之美与“昭令德以示子孙”（《桓公二年》）联系在一起。郤缺提出的“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文公七年》），魏绛提出的“乐以安德”（《襄公十一年》），表明当时对于音乐审美活动的认识侧重于“歌德”、“安德”等方面。对季札观乐的记载，反映了春秋末期已开始用“美”的概念对文艺作品进行品评与判断，而对周乐“乐而不淫”、“大而婉”、“直而不倨”、“复而不厌”、“哀而不愁”等评价（《襄公二十九年》），表明“中和为美”的思想，已成为当时通行的审美原则以及时人追求的审美理想。医和论乐，以阴阳、五行解释五味、五色、五声的产生，提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昭公元年》）。反映了阴阳五行的美学观念已成为当时的流行观念。晏婴论“和”与“同”提出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等相反相济的观点，反映了“和”这一美学范畴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的发展。《左传》记载的这些美学思想，对以后儒、道、阴阳五行等各家美学思想的形成，均产生重要的影响。有西晋杜预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等，另有宋林尧叟注，常与杜预解合刊。


《穀梁传》
 　亦称《春秋穀梁传》或《穀梁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其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相传为鲁国人穀梁子所著。《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有“《穀梁传》十一卷”，并注曰：“穀梁子，鲁人。”据传穀梁子受《春秋》于子夏，后世口耳相传，至西汉始著于竹帛。今本二十卷。以问答形式解经，偏重义理。其核心思想为推重礼治，强调宗法，倡导民本。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哲学、政治、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主要注本有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合编于《十三经注疏》）、清钟文烝《春秋穀梁传补注》、近人廖平《穀梁古义疏》等。


《公羊传》
 　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相传为齐人公羊高所著。《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公羊传》十一卷”。自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据传公羊高受《春秋》于子夏，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其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子都（亦作胡毋生）始著录成书。今本二十八卷。主要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书中将“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相杂糅，提出了“大一统”、“张三世”、“拨乱反正”等重要思想。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哲学、政治、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西汉董仲舒和东汉何休专治《公羊传》，发挥《春秋》“大一统”等“微言大义”，为汉王朝立法，因而为汉统治者所重，立于学官，置为博士。主要注本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合编于《十三经注疏》）、清刘逢禄《公羊何氏解诂笺》、清陈立《公羊义疏》等。


《国语》
 　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90年—前453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为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其中保存有关审美与艺术的重要资料。记载了史伯、单穆公、伶州鸠、师旷、伍举等史官、乐官、政治家、音乐家的美学思想。记载了“和”这一重要哲学、美学范畴的产生，西周末史伯将“和”与“同”相区别，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其对于“和六律以聪耳”，“声一无听，物一无文”（《郑语》）的阐述，包含着美存在于多样统一之中的认识。对单穆公、伶州鸠论乐的记载，反映出“和”这一范畴的发展。提出“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周语》下）主张对声、色之美的感受，必须适应感官的心理要求，超过这个要求的度量，不但不能产生美感享受，反而会引起疾病。乐官州鸠阐述了“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同上）的道理。提出“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同上）。从乐的各种声音之“和”，进而扩展到天地、阴阳二气及国家政事之“和”。“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同上）对中国古代美学“以和为美”的审美理想的形成，起着积极的影响。记载了伍举论美，提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楚语》上）其对美善关系的论述，为研究春秋时期美的概念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资料。《国语》中记载的美学观点，对先秦诸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影响。现存最早版本为宋明道二年（1033）刊本。注本有三国吴韦昭《国语解》、清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和近人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国语集解》等。


《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先秦时称《诗》。汉代以后，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又称《三百篇》。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风》主要采集于民间；《雅》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多为西周统治阶级用于宴乐、歌颂帝王功绩的作品；《颂》主要用于敬神祀祖，含有赞美帝王业绩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民间习俗、社会风貌、政治生活、经济制度及生产等情况，为研究先秦社会和思想的宝贵材料，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其中有些诗篇提出作诗目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这种对于美德的赞颂与对于过失的讽谏，后人将其引申为中国古代诗论上颇有影响的“美刺”说与“诗言志”说。“巧笑倩兮，美目盻兮！”（《卫风·硕人》）等对美貌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化静为动，以动传神的美学见解。其诗运用直接叙述、索物托情、触物起情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为战国学者所肯定，亦以此为根据提出“赋”、“比”、“兴”的美学范畴。其所歌咏的“美”与“美人”：“自牧归荑，洵美且异。”（《邶风·静女》）“云谁之思，美孟姜矣。”（《鄘风·桑中》）“云谁之思？西方美人。”（《邶风·简兮》）表达了当时对“美”与“美人”的理解，对研究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审美观念颇有价值。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注较完备。《毛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魏晋后通行的《诗》即《毛诗》。影响较大的笺注有郑玄《毛诗笺》、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较为详备。南宋朱熹《诗集传》杂采《毛传》、《郑笺》，间有三家义。


《管子》
 　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著作总集。托名管仲所作。其中也有汉代附益的部分。今存七十六篇，分为八类。其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认为“气”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内业》）一个人精气越多，生命力便越旺盛，“气者，身之充也。”（《心术下》）“充不美，则心不得”（同上）。其所阐述的精气说，对魏晋南北朝美学上元气论思想的形成深有影响。在认识论上，主张“虚壹而静”，“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同上）强调只有保持内心虚静，排除主观上的障碍，才能更好地认识外部世界。这些观点，发展了老子“涤除玄览”，“致虚静，守静笃”的理论，对后来荀子的美学思想有很大影响。以阴阳五行说解释音乐的五声。黄帝“作五声，以政五钟”，“立五行，以正天时”（《管子·五行》）。提出“三分损益说”来确定五音，在音乐律学理论上有很大贡献。注释有唐尹知章注，清戴望《管子校正》，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等。


《晏子春秋》
 　又名《晏子》。《汉书·艺文志》列为八篇，题周齐晏婴撰。后人多认为此书为后学收集整理晏子言行而成。分为内篇六，外篇二。内篇多有规谏君王节俭之说，外篇多有非难儒家之意，其中也蕴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强调“乐”、“礼”、“政”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内篇谏上》第一）。“乐”不仅仅为政治服务，反映政治的盛衰，同时也对政治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因此，《晏子》反对“新乐”，认为“新乐淫君”（同上），而提倡合乎礼制的传统音乐，甚至以传统音乐为治国之本。又认为政治伦理与艺术审美的理想都是“和”，但“和”不是“同”，即无差别的同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外篇》第七）在此基础上，强调“制乐以节”（《内篇谏上》第一），并反对“独乐”：“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内篇杂上》第五）最早有西汉刘向辑校本。通行注本有清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今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等。


《论语》
 　儒家经典之一。为孔子言论的汇编。西汉时有今文本《鲁论》和《齐论》及古文本《古论》三种。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根据《鲁论》参考《齐论》编定，号为《张侯论》。郑玄以此本为根据，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为今本《论语》。共二十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直接记录和传闻整理的孔子言行。其中论诗、乐、文、美等内容，反映了孔子的美学思想。东汉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注释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昺《论语正义》、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近人杨伯峻有《论语译注》。


《老子》
 　又名《道德经》、《老子五千文》，道家学派的主要著作。相传为春秋末老子所作。现一般认为编定于战国中期，存有老子思想。通行本为三国魏王弼注本，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称。为研究老子及先秦道家美学思想的基本资料。认为美的本质是不可言传、难以知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二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提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四十一章）等命题，对后代审美和艺术有深远影响。主要注释有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三国魏王弼《老子注》、清魏源《老子本义》、近人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等。


《墨子》
 　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旧题战国墨翟撰。大部分是墨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的墨子言行。其中《非乐》、《辞过》、《三辨》、《非儒》、《公孟》等篇，集中反映了墨子的“非乐”理论。为研究墨子美学思想的主要资料。通行注本有清孙诒让《墨子间诂》等。


《非乐》
 　《墨子》篇名。集中阐述墨家美学思想核心的“非乐”理论。认为欣赏音乐，必先制造乐器，而乐器的制造“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乐器的演奏，又需要搜罗年轻力壮聪慧敏捷之人，“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妨碍社会财富的生产。而表演舞蹈的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必然耗费人力和物力。乐舞的表演，最终要有人欣赏，“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对于君子治理国家、贱人从事生产活动，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必然导致国家刑政乱而财用不足，老百姓将遭受饥寒并至之苦。反映出墨子将审美及艺术活动与功利相联系，但又以功利取代审美并否定审美与艺术活动的思想。


《商君书》
 　亦称《商君》、《商子》。战国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商君书》五卷。现存二十六篇。主要反映了商鞅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及历史观，其中也包含有法家的文艺观。提倡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对文学艺术持否定态度。认为：“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说民》）代表了法家对文艺的基本态度，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中从实用功利出发否定审美的这一言路。但《商君书》中有些思想也对美学有积极影响。如强调顺时应变，倡导变法：“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更法》）等，对后世中国美学中认为艺术及审美随时代变化，提倡创新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注本主要有朱师辙《商君书解诂》、高亨《商君书注译》等。


《庄子》
 　亦称《南华经》。庄子及其后学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著，外篇和杂篇可能杂有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一说内篇、外篇和杂篇都反映了庄子的思想。其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阐发哲理。为研究庄子及先秦道家美学思想的基本资料。历来注解极多，今通行本主要有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


《孟子》
 　儒家经典之一。战国时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一说是孟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记录。《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为研究孟子及先秦儒家美学思想的基本资料。南宋朱熹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注释本主要有东汉赵岐《孟子注》、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


《文子》
 　亦名《通玄真经》。道教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并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子》十二篇。今本十二卷。前人或以为今本系汉、唐之间作品。1973年在河北定县汉墓中出土《文子》竹简残篇，其中与今本相同文字有六章，证明为先秦时著作。以解说老子道论为主，亦糅合儒、墨、名、法诸家，阐发道原、无为、精诚、自然、微明等思想。就美学而言，是老子以“道”为核心的美学的继承与发展。提出：“故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把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五者上升到“道之形象”的高度，开示了体“道”的途径就在其“形象”的把握，实际上是进一步把“道”的体悟与审美关联起来。“道之形象”，又是“形之不形”：“夫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因此，十分重视无中生有、虚中生实的问题：“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无，实生于虚。”这种对有无、虚实关系的阐述，不仅仅是道家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线索之一。通行注本一为唐徐灵府注，又名《通玄真经注》；一为宋杜道坚注，名《文子缵义》。


《尸子》
 　传为战国鲁人尸佼作。《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尸子》二十篇”。早佚。唯《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有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从其佚文来看，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在美学思想上，继承墨家的“非乐”思想：“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并且把“义”作为评判言行及艺术的标准：“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尸子上》）这又于孟子思想有相通之处。还明确提出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主张：“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同上）


《荀子》
 　战国时荀子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西汉刘向《孙卿新书叙录》定为三十二篇。唐杨倞改名为《荀卿子》，简称《荀子》。其中《劝学》、《荣辱》、《非相》、《儒效》、《富国》、《王霸》、《礼论》、《乐论》、《正名》、《性恶》、《宥坐》等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美学思想。主要注本有唐杨倞《荀子注》、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梁启雄《荀子简释》等。


《乐论》
 　《荀子》篇名。针对墨子“非乐”思想，系统阐述了音乐的产生、立乐的标准、礼与乐的关系，以及音乐的社会职能等。指出音乐等艺术为人们获得感官愉悦所不可缺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而音乐则是人的内在思想感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的结果。先王为了节制人们对娱乐的追求，不使之带来淫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image: ]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提出“以道制欲”的“立乐之方”，“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主张礼、乐的社会作用是相辅相济的。“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能统一人们的行动，“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又能合和人际关系，使“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认为乐能起到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因为乐“足以感动人之善心”，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又能调节人的血气，“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论》中所系统总结的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代颇有影响，《乐记》中的《乐言》、《乐情》、《乐化》、《乐象》四篇，许多文字是引自《乐论》的，反映其思想的渊源关系。


《礼论》
 　《荀子》篇名。阐述了“礼”的起源与社会作用及人性美的形成。提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的命题。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性”出之自然，生而具有，“伪”成之后天，人为习得。从人的感情欲望来说，人性本恶，不能成为美，只有经过后天的伦理道德修养，才能使人性从恶转化为善，实现人格之美。既肯定“性”为美的自然基础，“无性则伪之无所加”，离开了“本始材朴”，“文理隆盛”就没有对象；又强调不把“文理隆盛”加之于“性”，“本始材朴”不能成美。指出“礼”与“伪”的联系，用礼去规范人的性情，可做到“文理隆盛”，“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是礼之中流也。”认为“礼”的作用在于“养”与“别”：“礼者，养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别”则为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主张人们的审美活动应纳入“礼”的规范，使衣冠服饰、车舆旌旗、声乐颜色皆合于“礼”，才能体现贵贱之别。


《韩非子》
 　《亦称《韩子》。战国末韩非著。《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子部法家类著录“《韩子》二十卷”。唐以后为与韩愈相区分而改名《韩非子》。在先秦古籍中，窜乱较少，仅《初见秦》、《有度》等少数几篇疑为后人所作。为研究韩非美学思想的基本资料。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宋乾道本《韩子》、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陈启天《韩非子校释》、梁启雄《韩子浅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等。


《离骚》
 　《战国晚期楚国屈原作。全诗共三百七十二句，近二千五百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亦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则认为：“离，别也；骚，愁也”，“离骚”即“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之意。二说均可通。诗中热烈奔放的抒情方式、瑰玮绮丽的想象图景、“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惊世绝伦的文采风流，开创了与《诗经》有所区别的另一种诗歌艺术风格与抒情传统，后世并称“风骚”。诗中所塑造的人品高洁、特立独行、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孤立的处境中上下求索、坚持真理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成为中国文化又一审美人格理想的崇高典范。此外，诗中还表露了屈原的“美政”、“内美”的美学思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为之殉身不悔的“美政”，不仅仅是其深沉的政治理想，也带有深切的美学意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则表明了屈原对个体人格修养与内在德性之美的重视与追求。这两者都对中国古代美学及民族审美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吕氏春秋》
 　《亦称《吕览》。战国末秦相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学说而成。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共二十六卷。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一百六十篇。以网罗百家“集腋成裘”（《用众》）为旨，保存了先秦各家的许多资料，还有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以及天文、医农、音律等知识。其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遇合》诸篇。承袭儒家特别是荀子学派关于乐的基本思想，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认为音乐能够移风易俗，教导人民明辨好坏，实行理义。“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适音》）又以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观点论述美与艺术的起源。认为“太一”产生天地，天地产生阴阳，阴阳二气交感作用产生宇宙万物包括艺术音乐，“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大乐》）按照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将宫、商、角、徵、羽“五声”，与金、木、水、火、土“五行”，酸、苦、甘、辛、咸“五味”，青、红、黄、白、黑“五色”一一对应起来，建立起四季十二个月的声、色、味与阴阳五行之间的对应模式，提出“心适”与“音适”的命题，论述了审美主体的心境对于美感获得的重要作用，认为“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适乐》），只有内心平静安乐即“心适”的人，才能从审美中获得愉快。提出“侈乐”的命题，强调对音乐美感的享受必须适度，如果违反“适”的原则，追求“侈乐”，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败。在《音初》、《古乐》篇中，保存了关于古代乐舞与各方民歌产生的种种传说与资料，提供了先秦时期对音乐艺术起源的几种不同的看法。校本有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人蒋维乔、杨宽《吕氏春秋汇校》，注释有东汉高诱注，近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


《古乐》
 　《吕氏春秋》篇名。叙述自朱襄氏至周成王各代乐舞之由来，其中记有古代对于艺术起源的几种不同的解释。认为音乐源于对自然界各种音响的感受的摹拟。黄帝令伶伦制定音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帝颛顼“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帝尧“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糜[image: ]
 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又认为音乐源于统治者协调阴阳二气的需要，“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还记载了《夏籥》、《大护》、《大武》、《三象》等古代乐舞的资料，反映了古代乐舞同狩猎、劳动、战争等社会生活的联系。


《适音》
 　《吕氏春秋》篇名。论述音乐欣赏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揭示了审美活动的生理、心理作用。肯定审美主体的心境对于美感获得的重要作用，指出：“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乐之弗乐者，心也”。提出“心适”的命题，把同“四欲”、“四恶”相联系的“心适”作为获得审美愉快的根本条件，认为“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只有内心平静安乐即“心适”的人，才能从审美中获得愉快。强调审美对象要与审美主体的生理、心理活动相适应，认为声音太大、太小、太清、太浊都将使人生理、心理不适，有碍人的美感享受，必须做到“音适”。“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


《侈乐》
 　《吕氏春秋》篇名。篇中强调对音乐美感的享受必须适度，通过对夏桀、殷纣好“侈乐”的描绘，概括了“侈乐”“务以相过，不用度量”的特征：“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认为“侈乐”在声音上是不和谐的，亦不能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和谐，“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亦指出统治者崇尚“侈乐”，必然导致国乱民怨，“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告诫统治者必须节制对声色享乐的追求。


《周礼》
 　亦称《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思想，增减排比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官》经六篇，其中《冬官司空》早佚，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以《考工记》补入。东汉末，对《周礼》为何人所作，意见不一。一说周公所作；一说西汉刘歆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代作品。今本四十二卷。详细记载了周王室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奉行的礼乐制度，为研究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及儒家的美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载有周代宫廷演习的六“大舞”与六“小舞”，“大舞”为歌颂黄帝、尧、舜、禹、汤、武王等六代之舞。“小舞”为小学国子演习之舞。按照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将宫廷乐舞纳入礼制的轨道，规定了吉、凶、军、宾、嘉五礼及演奏各种与之相适应的乐舞。记载了音乐阶级化和等级化的情况，按照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不同等级，规定了他们享有乐舞的不同级别，“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周礼·春官·小胥》）。还载有周代的音乐机构和音乐教育的情况。如记载了当时“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大师》）。对于周代的乐器和乐律，亦有所反映。注释有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另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


《仪礼》
 　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儒家经典之一。为春秋战国时一部礼制的汇编，共十七篇。《史记·儒林列传》载：“《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一说是周公作，一说为孔子修订。近人有根据书中的丧葬制度，结合出土器物进行考证，认为成书在战国时代，为战国儒家日常礼仪的总述，后经汉儒编定。1959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礼》汉简多篇。《仪礼》中保留了大量先秦儒家日常礼仪，如士冠礼、婚礼、饮酒礼、聘礼、丧礼、祭祀礼等，反映了儒家礼制文化在先秦的完备周详及其重要影响。其中也蕴含了儒家美学的丰富内涵。主要注释有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义疏》、清胡培翚《仪礼正义》等。


《礼记》
 　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战国时至西汉初的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内容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中庸》、《大学》等，大多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为研究中国古代礼制、儒家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多处谈到乐，论及乐与礼的关系，阐述了礼、乐的起源。认为远古时期，“未有宫室”，随着火的发现和使用，才开始宫室建造、醴酪炮制、布帛织制、鬼神祭祀。“故玄酒在室，醴[image: ]
 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礼运》）。认为“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郊特牲》）“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礼器》）礼乐相成，二者缺一不可。“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仲尼燕居》）主张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五至”为：“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三无”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同上）。对孔子提出的文与质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挥。“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表记》）。“大圭不琢，美其质也；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郊特牲》）。阐述了诗教、乐教的目的与效果。“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经解》），其“温柔敦厚”说，对整个封建时期文艺思想有很大影响。还记载了祭祀、朝觐、宴享、迎送宾客、治丧等各种礼仪活动中的乐事活动。为了解儒家的美学思想及中国古代的乐事活动的重要资料。注释有东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


《乐记》
 　《礼记》篇名。儒家美学经典。相传为战国初期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撰，一说为西汉初期河间献王刘德与儒者毛生等作。据近人研究，《乐记》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乃汉初儒者搜集、整理先秦儒者谈乐言论编纂而成。其中《乐言》、《乐象》、《乐情》、《乐化》四篇，大量采用、引述荀子《乐论》中文字，反映了它在音乐理论上同荀子学派的渊源关系；而《史记·乐书》又直接引述《乐记》中文字，表明其成书不晚于《史记》成书之时。《乐记》在西汉有多种版本，一为成帝时谒者王禹所献之二十四卷《乐记》，一为刘向校中秘藏书时所见之二十三篇《乐记》，惜两者均不传，后者目录被刘向记于《别录》。今本《乐记》，为戴圣编纂《礼记》时所收，计十一篇。集中反映了先秦至汉初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乐本》），“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化》）。提出“心物感应”说，认为音乐的产生及其本源在于“人心之感于物”。“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本》）人有哀、乐、喜、怒、爱、敬等不同情感，表现在音乐中，就成为六种不同的音乐，而表现不同感情的音乐，又会引起不同的情感反映。认为音乐必须纳入礼的规范，提倡礼乐，以合于礼作为“立乐之方”，斥责不合于礼的音乐为“邪音”、“奸声”、“淫乐”。认为“乐通伦理”，德是乐的根本，乐是德的表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象》）分析了礼、乐、刑、政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乐统同，礼辨异。”（《乐情》）“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论》）然其目的又是一致的，“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乐本》）。重视音乐等艺术的社会作用，认为音乐艺术不仅能给人带来审美愉快，更重要的是能够陶冶人的情性，对人施以教化。“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施》）。音乐艺术的最大作用在于“和”，“乐者敦和”（《乐礼》）。乐可以“和民声”（《乐本》），可以“合和父子君臣”（《乐化》），乃至于协调天地、宇宙中一切生命。对后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其“心物感应”说，为《毛诗序》、《文心雕龙》、《诗名》等吸收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性情、兴趣、意象、境界诸说，无不受其影响。有明张凤翔撰《乐经集注》，今有吉联抗译注、阴法鲁校订《乐记》单行本。


《考工记》
 　先秦古籍中重要的手工艺科技著作，记述“百工之事”。一卷。其中涉及车舆、旌旗、冠服、宫室、礼乐诸器的制造及装饰，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审美风尚，对手工业匠人的审美见解亦多有记载，为研究中国古代工艺美学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认识到钟、鼓的造型对声音的影响。“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侈则柞，弇则郁，长甬则震。”（《凫氏》）“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认为“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画缋》反映了阴阳五行说对绘画的影响。而“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同上）还反映了服饰图案与现实的关系。“梓人为筍簴”章则表现了匠人注重触发人们在审美中的想象。虎豹之属，声大而宏，宜刻饰于钟簴，“若是者以为钟簴，是故击其所悬而由其簴鸣。”鸟类“其声清阳而远闻，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簴，故击其所悬由其簴鸣。”（《梓人》）为虚实相生原则在审美欣赏中的具体运用。重申“绘事后素”的观点，“凡画缋之事，后素功”（《画缋》）。今通行本为收入《十三经注疏》的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本（内含冬官《考工记》二卷），注本尚有宋林希逸《虞斋考工记解》等。


《逸周书》
 　亦称《周志》、《周史记》。最早著录见《汉书·艺文志》，谓“《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为《尚书》以外的一部周代历史文献汇编。由于被视为《尚书·周书》的逸篇，故晋代以来又通称《逸周书》。原七十篇，《序》一篇，旧分十卷，实存五十九篇。内容大部分是周天子、周公等告诫训词，和记载武王克殷及周初经营洛邑、订立制度的文字，涉及礼制、兵戎、史事、政令等等，为研究周朝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的重要史料，亦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如《逸周书·官人》：“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可隐也。”以情性互释，可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之情性论美学相参证。《逸周书·本典》：“奏鼓以章乐，奏舞以观礼，奏歌以观和。”对“中和”之美多有阐发。又如《逸周书·大聚解》“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变，营邑制……”，表述了以阴阳论营建的建筑美学思想等等。现存最早的注本是晋代孔晁注。另有清卢文弨《汲冢周书十卷校证补遗》、王念孙《逸周书杂志》等。


《山海经》
 　中国古代地理学、博物学著作，亦为中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成书时间及作者，众说不一。现在通行的说法认为此书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时之作。也有人认为《山经》成书不迟于战国，《海经》有八篇杂有秦汉地名，当为秦汉之际写成，另有五篇杂入《水经》文字，应为魏晋时所增补。《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三卷，西汉刘歆称其为十八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三卷。今本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九卷，《大荒经》四卷。古本有图，已散失，今书之图系后人补画。记事以“山”、“海”地理为纲，涉及上古迄周之地理、历史、民族、民俗、宗教、动植物、矿产、水利、医药、巫术等。为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书中保存古代神话传说甚多，诸如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对中国古代美学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是其所载神话传达出的神话思维，不仅蕴含有丰富的原始审美意识，而且成为后世审美自觉与艺术精神的思维先导。其次是诸神话曲折记录了原始先民艰难的生存境遇与顽强的抗争精神，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中，构成了民族性的审美理想之典型。再次是其所载的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直接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的触发点。版本较多。《四部丛刊》明成化影东晋郭璞注本为通行本。另有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清郝懿行《山海经笺注》等。


《战国策》
 　中国古代史书。杂记战国时期即周贞定王十七年至秦始皇三十一年（前452—前216）二百四十五年间，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军政大事，着重记录谋臣策士的活动，常被视为战国时谋臣策士的事迹、策谋和言论汇编。该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已不可考，后为西汉刘向所编订。全书共三十三篇。其文辩丽横肆，气势纵横，文学成就极高。就美学而言，其主要价值在于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部分解放出来，赢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体现出较强烈的主体意识。如《战国策·齐策四》：“士贵耳，王者不贵。”这种士人精神的高扬为中国古代审美意识走出“天”、“命”的束缚、走向自由自觉之境的重要环节之一。东汉高诱曾为《战国策》作注，后有散佚，北宋曾巩为之增补，南宋姚宏为之校正并续注。南宋鲍彪更将原书次序重编，合为十卷，并加新注。另有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等。

秦汉


《用笔法》
 　秦李斯著。载于唐韦续《墨薮》。提出“夫书功之微妙，与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闻矣。”强调“凡书非但裹结，终籍笔力轻健”。认为“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见矣。斯善书，自赵高以下，咸见伏焉。”用笔强调轻捷自然，突出笔力在书法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书法美学上有重要的开拓价值。


《新书》
 　亦称《贾子》。西汉贾谊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五十八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二篇有录无文。以政论为主，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亦包含有哲学、美学的观点。《道德说》吸收黄老之学，提出“道凝而为德”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认为“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并提出其礼乐美学观：“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欢然大乐矣，故曰乐者，此之乐者也。”《道术》提出审美认识论的关键在于以虚接物，以术制物：“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六术》提出“六行”的观点，“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强调艺术与审美在政治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四部丛刊》影印本、《抱经堂丛书》本、《龙溪精舍丛书》本、《诸子集成》本等。注本有清卢文弨校注《贾子新书》等。


《新语》
 　亦称《陆子》。西汉陆贾著。《汉书·艺文志》著录“《陆贾》二十三篇”。梁阮孝绪《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今存十二篇。黄老思想言政治，杂糅儒道思想。其美学主张，亦以儒家的“制礼作乐”和道家的“无为”思想相结合。一方面认为“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道基》），要求“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道基》），另一方面又主张统治者应学习“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无为》）。艺术活动的目的，在于“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道基》）。重视内质之美而反对单纯追求形式外表之美：“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新语·辅助》）“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新语·资质》）有明万历程荣《汉魏丛书》刻本和《四部丛刊》本等。


《毛诗序》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献。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当为秦汉间经师传授连缀而成。自汉代毛诗盛行后，各种《诗经》刊本皆载有《毛诗序》。其基本美学思想渊源于荀子学派的《乐记》，是对儒家诗论的总结和经典化。在儒家“诗言志”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命题，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同人所追求之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以语言表现出来的感情，“言志”即表情。提出“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把情感的表现同人的“情性”联系起来，要求艺术表现具有社会性，合乎善的情感，用儒家“礼义”规范艺术对情感的表现，强调美与善相统一。从诗歌言志表情的本质出发，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认为诗歌的教化不是概念的说教，而是从人的感情入手，通过“吟咏情性”而“以风其上”，达到“主文而谲谏”之目的。揭示诗歌音乐同时代政治有密切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品，一个时代政治的清浊，道德的好坏，风俗的厚薄，对于文学艺术有决定性的影响。提出“六义说”，对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作了分析。在关于赋、比、兴的论述中，提出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感情的激发、联想和对事物的描写都是结合具体形象进行的思想，接触到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是继《乐记》之后关于儒家美学思想方面的一篇重要著作，在儒家美学发展上起承先启后的作用，成为封建社会中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准则。


《淮南子》
 　又名《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仅流传内二十一篇。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杂有儒、墨、名、法、阴阳五行等学派的思想，内容丰富庞杂，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美学思想资料。从论述“道”和“气”出发，阐述了美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产生万物的无形的“道”是一切美的根源，“玄眇之中，精摇靡览”（《要略》），美是诉之于人们眼、耳、鼻、舌等感官的物质对象，它无限丰富而不可穷尽。认为天地之间有天生自在的“美”，人类也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美”。《说林训》云：“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黼黻之美，在于杼轴。”美具有客观性，“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说山训》）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美与丑可以转化，“[image: ]
 酺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说林训》）美以适宜为度，受到社会历史变化的制约。指出美的存在形式和艺术表现的多样性：“西施、毛嫱，状貌不可同，世称其好美钧也。”（《说林训》）在“文”与“质”的关系上，从儒家观点出发，提出“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本经训》）。又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质”是事物不假文饰、天然具有的美，反对“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诠言训》）但也不反对在天然美之外加以必要的人工文饰。在形神问题上，强调“神”是“形”之主，“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原道训》）把神贵于形，以神制形的观点运用到艺术领域，提出“君形者”的概念：“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说山训》）强调艺术创造不应只追求外形和细节的真实，而应表现创作对象的内在精神和整体美。在艺术创造上，还提出“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缪称训》）主张艺术必须具有真实的感情，做到文情统一、内外一致，而且要“中有本主”，“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氾论训》），具有对事物的独特见解和艺术的独创性。该书美学观点未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且有不少矛盾之处。但它承上启下，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汉许慎和高诱注《淮南子》各二十一卷。高诱注本尚存。近代刘文典之《淮南鸿烈集解》，采各家之精华，甚为详备。通行的有《二十二子》、《诸子集成》本等。


《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著。共十七卷，八十二篇。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出董仲舒一人之手。以公羊学观点阐述“春秋大一统”之旨，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说，认为人的情感与自然现象的变化互相配合，互为对应。以“天人感应”说解释“天地之美”，并认为其具体表现为“中和之美”和“仁之美”，美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中，也存在于封建的纲常伦理之中。从人与自然、审美价值和伦理道德的统一，从艺术的主客体统一出发，提出“同类相动”、“美恶相应”的观点。继承了孔子“文质彬彬”的观点，提出“质文两备”，坚持善与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把美和艺术视为实行“王道”的工具和手段。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命题。此书对以后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有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注本。


《乐书》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八书之一。主要内容系迻录先秦《乐记》，其开头、结尾处的“太史公曰”，则为撰者阐发自己观点所加的按语。继承和发挥荀子和《乐记》的观点，强调“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指出“乐”能使人得到适度感官享受，防止淫佚，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乐”还能起到“合同”作用，使地位、处境各不相同的人们之间互相结合，交流感情，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地发展，有助于教化施行。统治者多“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乐”和“礼”都具有教化作用，但“礼由外入”，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乐自内出”，从内部影响人的情感，引导人的行为。揭示了艺术不同于道德说教的特殊功能。该书还开创了在史书中专文论“乐”的体例。


《报任安书》
 　又名《报任少卿书》。西汉司马迁著。最早收录于《汉书·司马迁传》，南朝梁萧统编《昭明文选》时又收录该文。明确提出“发愤著书”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表现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这一见解，对后世美学理论产生很大影响。东汉桓谭“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唐韩愈“不平则鸣”、宋代欧阳修“穷而后工”等论点和“发愤著书”说都有精神上的联系。是研究司马迁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韩诗外传》
 　传为西汉韩婴撰。韩婴，汉文帝时立为博士，景帝时立为常山王太傅。《汉书·艺文志》著录《韩诗》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今本十卷，三十六章。在美学上，肯定《诗》有描写人的正常情性的特征，“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人有六情，目欲视好色”、“陈情欲，歌道义”等，皆能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诗》的审美特性。提出“爱由情出谓之仁”的命题，直接予“仁”以“情”，情就是真，仁亦即出自内心的爱。并指出：“节爱理宜谓之义，致爱恭谨谓之礼，文礼谓之容，礼容之美自足以为治。”礼与义都是为情而定的，是对情的节制与合理运用，最终达到“礼容之美”，这是一种完美境界。礼仁关系通过情的中介得到较好的解释，对儒家诗论发展有较大影响。还认为音乐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整体，由其“曲”、其“数”、其“意”、其“人”等不同层次所表达的内容和形式所构成，指出“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有影响的论点。有《汉魏丛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等本。


《书势法》
 　亦名《论书势》。西汉萧何著。载于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或疑为伪作。提出“夫书势法犹若登阵，变通并在腕前，文武遣于笔下，出没须有倚伏，开合藉于阴阳。每欲书字，喻如下营，稳思审之，方可用笔。”且“笔者，心也；墨者，手也；书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认为“势”，即书法用笔与结体所造成的动势，有“势”，必有“势法”。“势法”犹如登阵作战，须随机应变，善于变通。变通在于用腕。安排各种点画，要有起伏，作书、笔法、结体，要善于处理好疾徐、提按、擒纵、绞转、曲直、收放、方圆、虚实、疏密、奇正、巧拙、雅俗等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势”源于书法家“心”、“手”、“意”的统一。书家若能做到这一点，当可臻于书法艺术之妙境。此段文字为最早以“势”论书之作，在中国书法美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说苑》
 　西汉刘向撰。原为二十卷，后仅存五卷，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以编纂整理历史资料为主，保存了许多散佚的古籍，其中《杂言》、《修文》两篇有不少先秦和汉初美学方面的思想资料，多反映儒家的文艺观点，强调“乐以正内”的教化作用，艺术主客体同声相应的统一关系，主张文质兼修等。认为音乐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它是道德的象征和体现：“凡从外入者，莫涤于声音，变人最极，故圣人因而成之以德，曰乐。乐者德之风。”其中关于俗乐的记载，可补充《乐记·魏文侯篇》不足，更全面地反映了古代俗乐的情况。此书刻本甚多，有宋咸淳刻本，元刊本，明洪武、正德、嘉靖刊本及多种清刊本，日本也有此书纂注本。


《太玄》
 　亦称《太玄经》。西汉扬雄著。共十卷。体裁仿《周易》。内容上混合儒、道、阴阳。以“玄”为中心，提出“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摛》）。认为“美”由“玄”而来，自然界的“美”是阴阳五行互相作用的产物，“生阳莫如子，生阴莫如午，西北则子美尽矣，东南则午美极矣”（《图》）。人类社会生活的“美”也是“玄”的派生物，其具体内容是体现在“圣人”、“君子”身上的“仁义”之道。用“玄”的发展变化解释“文”与“质”关系的变化。认为事物的文质皆由“玄”产生，“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文》）。文质统一的过程，不断地经历着上升和下降两个往复循环的阶段，即由不统一到统一，又从统一到不统一。主张文章形式当根据内容而作，以自然简约为美：“华藻在乎人事”，“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不约则其指不详，不要则其应不博，不浑则其事不散，不沈则其意不见”（《莹》）。有北宋司马光《太玄经集》、正统道藏《太玄经集注》等。


《法言》
 　西汉扬雄著。十三卷。体裁摹拟《论语》。内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兼容道家思想。认为“天地交，万物生”（《修身》），万物是天地无意识无目的运行的产物。反对“天命”与神仙方术，提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君子》）。美学思想上，继承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吾子》）的审美原则。肯定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一切文辞都应当有美，但认为文辞之美必须符合仁义之道，发挥讽谏教化作用。强调儒家礼乐教化的功能，“允治天下，不待礼文与五教，则吾以黄帝、尧、舜为疣赘”（《问道》），“圣人之治天下，拟之以礼乐。无则禽，异则貉”（《修身》）。主张文质兼备，提出“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重黎》），要求表里内外统一。认为“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史，华实副则礼”（《修身》），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原则。强调艺术是人内在情感的表现，同艺术家的人格不能分离，提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问神》）的美学命题。有清秦恩复石研斋嘉庆影刻宋治平本（诸子集成本），四部丛刊影印秦刻本。注本有晋李轨《法言注》、宋司马光《扬子法言集注》，近代汪荣宝《法言疏证》和《法言义疏》。


《白虎通德论》
 　亦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东汉班固等编撰的一部谶纬化的经学书。六卷。汉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大夫、博士、议郎等官及诸儒生聚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会后班固根据讲议纪录辑成此书。为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经义的总汇，标志着东汉经学与神学的进一步结合，谶纬成为钦定法典。用唯心主义神学阐述先秦儒家的美学观，把美视作神和上帝意志的显现，认为天地万物之美都是“中和”的“天德”的体现，受命于天的帝王圣人履行“中和”之道，就成为美的化身，以致社会生活也显中和之美。圣人象天法地而制作的“礼乐”，具有荡涤邪恶，防止淫佚的教化作用。“礼乐”和“诗”也是“天”的精神意志的体现。“诗”的“美刺”具有“天人感应”的“谴告”作用，上帝降灾异之变谴告人君时，人臣才作诗以刺之，使人君改过从善，以应上天。此书把美和艺术神秘化，伦理化。有清卢文弨校本（辑入《抱经堂丛书》）、《四部丛刊》影印本等。


《汉书·艺文志》
 　中国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班固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编纂而成。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除全书有总论外，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辨章学术，考竟源流”，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作了简明的叙述。有些序文论及中国古代美学问题。《六艺略序》认为《乐》、《诗》、《礼》、《书》、《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代表了仁、义、礼、智、信，与木、金、火、水、土五行相配。因而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都由“天”产生，体现了“天”的意志和先验的道德观念。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艺术本体论对以后的中国美学思想影响颇大。《诗赋略序》继承了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强调诗歌的政教作用，批评汉赋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强调“《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重申扬雄提出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审美原则。同时肯定诗歌，主要指民间歌谣“观风俗，知薄厚”的抒情作用和认识意义。《诸子略·小说家序》首次肯定小说的认识意义，并将它作为诸子一家，给予一定的地位。


《离骚序》
 　东汉班固著。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强调“中和”之美。认为文艺作品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谏”，但必须符合“温柔宽厚”、“怨而不怒”的原则。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忿怼不容”。认为《离骚》中运用神话传说，是“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因此，“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否定了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和虚构。这一指责后遭王逸反驳。但作者又从辞藻方面对《离骚》加以肯定，认为“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收入汉王逸所著《楚辞章句》。亦收入后人所辑《班兰台集》中。


《新论》
 　东汉桓谭著。《隋书·经籍志》著录《桓子新论》十七卷。今存系后人辑本。认为促成一个作家成功的原因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发愤”、“左迁”、“贫穷”可以是促成创作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甚而认为司马迁著《史记》是由于其“典掌书记”的有利条件，而扬雄之贫乃其人生观念上的失误。这不仅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不同，也不同于欧阳修之“诗穷而后工”说。反对以雅乐一统乐坛的美学观，强调应吸取郑声一类的俗乐的审美意识，对传统雅乐加以变革：“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子云曰：事浅易善，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指出“世其欲为四时五行之乐，亦当各以其声为地，而用四声文饰之，犹彼五色屏风矣”。有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


《琴道》
 　中国古代美学论著。《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著《新论》，“《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李轨注引《东观记》曰：“《琴道》未毕，但有发首一章。”认为音乐的产生同人摹拟自然界的各种音响的感受有关，音乐的和谐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分不开，“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音乐的价值在于陶冶人们的情感，规范人们的行为，“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其中《雍门周为孟尝君鼓琴》一章，论述了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间的关系，指出养尊处优的人，不能领会琴曲中悲伤的情感，“虽有善鼓琴，未能动”，处于贫困潦倒境地的人，“但闻飞鸟之号，秋风鸣条，则伤心矣”（同上）。认为情绪和思想与审美客体相一致时才能产生情感的共鸣。此章文字也见于扬雄的《法言》。


《舞赋》
 　东汉傅毅著。我国历史上第一篇专门描写舞蹈艺术的文学作品，文中肯定郑卫之音，重视乐舞的娱人作用，文中借宋玉之口说：“大小殊同，雅郑异宜。张弛有度，圣哲所施。是以乐记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礼设三爵之制，颂有醉归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音，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认为舞蹈可以通达人体的阴阳之气，使人忘我超越尘世，高蹈脱俗。“启泰真之否隔兮，超遗物而度俗”，“泰真”通“太真”，指构成宇宙万物的元气。提倡舞蹈审美要有宽快悦适的心胸：“摅予意以宏观兮，绎精灵之所束。”意谓舞蹈时要舒展自己的胸怀，使被束缚的精神得到解放。认为舞蹈艺术能以可见的实体表达语言所不能尽之意，能够用鲜明的动态形象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具有意象性特征和强烈的传情达意功能。文中借宋玉之口说：“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表现了对舞蹈本体特征和艺术规律的把握。


《六艺论》
 　东汉郑玄著。《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分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特征及其传授的渊源。其中《论诗》云：“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指出诗歌艺术有讽喻劝诫、疏通情志的审美教化功能。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论衡》
 　东汉王充撰。共三十卷，计八十五篇，现缺《招致》一篇。作者为反对当时谶纬迷信等官方神学体系，以毕生精力撰成此书。《论衡·对作》：“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在美学思想上，强调真、善、美统一，提出“真美”的概念与“虚妄”相对立。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仅以浮华文辞为美。把艺术的目的归纳为“劝善惩恶”、强调“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笔为美丽之观哉”（《佚文》），强调文质统一，提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超奇》）和“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书解》）。提倡艺术的独创性，反对摹拟复古，推崇“眇思出自胸中”（《超奇》），指出应以“是非”、“善恶”、“真伪”作为审美价值尺度，反对以“古今”、“故新”作为评论的标准。提倡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文风，反对故作深奥。版本甚多，较重要有四部丛刊本等。注释有近人黄晖《论衡校解》，刘盼遂撰《论衡集解》等。


《说文解字序》
 　东汉许慎撰。指出文字源于对自然事物形象的观察和描摹。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体现了一定的“道”，可“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汉字象形会意的特征，是中国美学中“意象”范畴的萌芽。还提出汉字构成的六条基本原理。另论及意象统一，形神结合的问题，这一内容后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


《楚辞章句序》
 　东汉王逸撰。西汉刘向第一次把楚辞辑录成书，分十六卷。王逸据此为底本，增加己作《九思》及班固的《离骚序》、《离骚赞序》二篇，为十七卷，加以整理注释，成《楚辞章句》，并作序。高度评价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肯定屈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认为是“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并指出《离骚》在表现手法上“依诗取兴，引类譬喻”，遵循《诗经》的比兴传统。对后世影响颇大。但从儒家传统出发，强调屈赋“优游婉顺”，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对屈赋的思想意义和浪漫主义风格仍缺乏认识。


《非草书》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论文。东汉赵壹撰。批评当时正在兴起并逐渐流行的草书，即隶草或章草。认为草书是小技艺，“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指责草书来源不古，“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又认为隶草旨在实用，应贵“易而速”，而今写草书之人却“难而迟”，艰涩而迟缓，“失指多矣”。提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的美学命题，强调书法能力乃天然生成，非强力所能为。后收入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宋陈思编《书苑菁华》、清王原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及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笔论》
 　传为东汉蔡邕撰。该文主要论述书法创作时所应有的审美心胸和书体的形神姿态。要求充分发挥书法家的自由情性，不为各种俗事所羁绊。提出“书者，散也”的命题。散，就是“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强调在书法创作之前，要保持一种恬静安详的心态，“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认为书法的体势，要符合事物的形状与神态：“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即字形的走坐之态、飞动之势、往来之姿、卧起之貌等，如水火有势、云雾变幻、日月行天，纵横变化而不失其象，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书法。反映了作者对书法形象生动传神性的要求。后收入宋陈思编《书苑菁华》、清王原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


《篆势》
 　东汉蔡邕著。该将“势”作为书法艺术美的重要范畴提出。并作描述：“远而望之，像鸿鹄群游，络绎迂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image: ]
 不可胜原。”认为书法之“势”富有包孕性和生发性，如“扬波振撇，鹰峙鸟震，延颈胁翼，势欲凌云。”体现着充盈流转的生命气脉和生命之力的运动趋向：“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还论述了“法象”、“象形”的美学思想，用十数种自然形象来比喻篆书“法象”、“象形”美，如“或像龟文，或比龙鳞”、“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等，认为书势、体势、字势、笔势等皆能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还充分肯定篆书的审美功能：“处篇籍之首目，粲斌斌之其可观。缡华艳之纨素，为学艺之范先”。收入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


《中论》
 　东汉末徐幹著。幹，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二十篇，分上下两卷，主要内容系对儒家传统义理的阐发，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审美思想。《务本》篇强调人君当务大事而不可崇尚技艺。反对“鄙儒”专事寻章摘句，主张“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虚道》篇提出：“故君子常虚其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足也。”《谴交》篇中认为君子的基本品格应是“心澄体静，恬然自得”。反映了作者以儒家礼义规范人格之美的思想。有《小万卷楼丛书》、《龙溪精舍丛书》、《四部丛刊》本等。


《理惑论》
 　亦称《牟子理惑论》。中国最早的佛教论书。东汉牟融著。主要采用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论说。指出：“至味不合于众口，大音不比于众耳。作‘咸池’，设‘大章’，发‘箫韶’，咏‘九成’，莫之和也。张郑卫之弦，歌时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于郢，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征角，众莫之应。’此皆悦邪声，不晓于大度者也。”意谓最美好的味道也不合所有人的口味，最动听的音乐也不会被所有人都欣赏。弹唱“咸池”、“大章”、“箫韶”、“九成”这些上古帝王的宫廷乐曲，没有人能够唱和。而奏起郑国和卫国的曲调，唱起市井流行的歌曲，人们一定是不约而同的拍手唱和。这都是因为多数人只懂得下里巴人一类的粗俗音乐，不懂得阳春白雪一类的高雅音乐。实际上是指出了审美对象的多样性和审美感受的多层次需要。还说：“师旷虽巧，不能弹无弦之琴。狐狢虽煴，不能热无气之人。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转为蚊虻之声，孤犊之鸣，即掉尾奋耳，蹀躞而听。是以《诗》、《书》理子耳。”借牛听不懂高雅的音乐作比喻，告诫人们从事审美教育要看对象，要因材施教。这些都体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


《典论·论文》
 　三国魏曹丕著。作于建安（196—220）末年。为《典论》（已佚）中的一篇。首次将“气”的概念用于文学评论，提出“文以气为主”。以“气”评论当时作家，如称“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创作才能高下取决于先天所禀之气。概括诸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奏议宜雅”等“四科”之说。高度评价文章（包括抒情、咏物诗赋等）的地位和作用，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论述虽尚简略，但具有开创性意义，影响深远。尤其是以“气”论文，对于“气”这一美学范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论及文学批评时，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文人相轻”等偏颇的态度。收入《文选》。又《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亦引之，文字与《文选》所载略有不同。


《与杨德祖书》
 　三国魏曹植著。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评论王粲、陈琳等同时代作家，指出文学批评的重要，并强调批评者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学才能（包括审美能力）。指出人们的审美趣味存在差异，“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引扬雄之语，说辞赋是“小道”，“壮夫不为”，但又多处流露出以文学才能自负的心情和对于以文学垂名后世的关注，反映了当时文学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载于《文选》。


《画说》
 　亦称“画赞序”。三国魏曹植著。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陈思王集》题为《画说》，而另有《画赞序》一篇。清严可均《全三国文》以为两者皆为《画赞》之序。文中描述了观画者见画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感受，肯定了当时人物画具有鉴戒作用，指出这种功用是通过激发观者的情感活动而得以实现的，经由审美而达到劝善的目的。收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画赞序》
 　即“画说”。


《声无哀乐论》
 　三国魏嵇康著。文中肯定音乐的深刻感染力和人对于音乐的审美需要。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人之所以闻乐而动情，乃是“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对某些传统说法予以新解或大胆否定。认为传为孔子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首先在于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乐，“歌以叙志，儛以宣情”，然后圣人以乐“导其神气”，“迎其情性”，至于音乐本身，则“风俗移易，不在此也”；“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感人至深，“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荒废事业，故减损其妙音，“使乐而不淫”。其论点虽有偏颇之处，但体现了对音乐美的特殊性、音乐与审美心理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收入《嵇中散集》。


《乐论》
 　三国魏阮籍著。强调乐的和谐性与功利作用，认为乐乃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是宇宙和谐的体现。圣人作乐“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使万物和谐发展，各得其所，也使人类社会中君臣男女各安其位，人民“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达到移风易俗、上下不争、和谐安定的目的。乐应与礼交相为用，“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认为礼乐虽有变化，作为“和”与“雅乐”的审美标准却不能变，“礼与变俱，乐与时化”，虽为普遍规律，但“改其名目，变造歌咏；至于乐声，平和自若”，则是不变。主张乐的旋律、风格应平和淡雅，“使人无欲”，“心气和洽”。轻视乐的娱乐作用，反对哀婉动人、情感强烈、激荡心神的音乐表现，指斥表现勇悍风俗和男女情爱的民间歌曲为靡靡之音，不利于封建统治。本文在先秦两汉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加上“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等具有道家色彩的内容，反映了当时思想界援道入儒的倾向。收入《阮步兵集》。


《达庄论》
 　三国魏阮籍著。是一篇以专论形式正面阐述《庄子》理论主旨的文章。以相对主义的“齐物”方法，重新解释《庄子》，融合儒道，认为《庄子》与《六经》本质相同：“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指出对应于本体之美的主体之乐是“无为心”之娱：“故述道德之妙……聊以娱无为之心。”崇尚自然之美：“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赞扬与道俱成、与造物同体的君子之美：“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对后世美学有一定影响。


《用笔法》
 　三国魏钟繇著。载于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以自然元气宇宙论讨论书法艺术，认为“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书法家创造书法就如天以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产生和创造了地上万物的美。文中还忆其学书：“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法未终尽，后学其用笔。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强调书家学习用笔的重要性，描其艰辛。所谓“每见万类，皆画象之”，主张学书根本上应师法天地自然。其说在中国书法美学上有重要地位。


《三都赋序》
 　西晋左思著。提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反对为美化事物而虚夸失实。批评汉代大赋“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自称所作《三都赋》所叙述皆“稽之地图”，“验之方志”。认为须如此方能使文学作品发挥其认识作用。该书集中反映了左思的美学思想。收入《文选》。


《文赋》
 　中国最早完整而系统的文论。西晋陆机作。序中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正文用赋体，首论文思之酝酿，或感四时万物而发，或咏先人典坟而得。次论创作中想象思维之重要，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再论物、意、文三者关系。指出艺术传达的本质在于构思出与“物”相称的“意”，并以一定的物质手段（“文”）尽可能将“意”加以体现。又论谋篇之道、辞义相称、各种文病、创作灵感等方面。其论影响深远，章学诚称刘勰即“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篇》）。收入《文选》，唐李善为之作注，后有注本多种。今有《文赋译注》、《文赋集注》本，并收入《中国历代文论选》。


《文章流别论》
 　西晋挚虞著。据《晋书·挚虞传》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流别集》即本论。《隋志》著录《文章流别论》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后者原附于集，又摘出别行。全书均早佚，残存十余则，收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张鹏一《关陇丛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曾补辑两条，乃从《金楼子·立言下》与《文选·东征赋》注各补一条。按文体分类选集古代优秀作品，每类作品各有叙论。内容涉及文章功能及用途、《诗》之六艺、辞赋体批评以及古诗之体诸多方面。上承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为魏晋文体批评之集大成者。注重儒家诗教传统，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今之赋”之“过”在于“背大体而害政教”。诗以四言为体，因“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他诗体“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对各种文体风格提出不同要求，又对各种文体作较详论辨，从文体的产生与作用、发展与变化、作家创造的得失作全面论述。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据《全晋文》卷七十七全部收录。


《抱朴子》
 　晋葛洪著。分内、外两篇，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中多篇涉及儒、道美学思想。认为美是一种客观存在，“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美具有多样性，“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认为美丑相依而存，对立而统一，且美丑并非绝对，但美丑有客观标准，“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美而不能救其丑者，丑笃也”。但审美趣味又因人而异，“妍媸有定矣，而憎爱异情”，故“以丑为美者有矣，以浊为清者有矣，以失为得者有矣”。抨击当时虚饰华藻文风与贵古贱今的倾向，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古书虽多，未必尽美”，“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有孙星衍校正本。收入《诸子集成》。


《魏晋胜流画赞》
 　中国古代画学论文。东晋顾恺之著。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录此文，内容以讨论绘画摹写技法为主。提出对中国绘画美学影响深远的“以形写神”的观点。“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茎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强调人物画创作以“传神”为主，但“传神”离不开“写形”。写人物之形不可“空其实对”，方能真正做到“以形写神”。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还著录顾恺之《论画》一篇，其内容是著者对魏晋两代名画家卫协、戴逵等人的二十一幅作品的评论。有人推测，可能张彦远著录顾恺之文章时，把此二篇题目误列。此文开头提出的“迁想妙得”的观点，是顾恺之对绘画如何能“传神”提出的基本艺术原则。即绘画创作要能传达出对象的神韵，必须充分发挥创造性的艺术想象。文章还从“传神”的标准出发，对所评论的每件作品都详尽地提出了优缺点，如批评《小列女》“面如银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等。此外，文章还多次以“骨”或“骨法”论画。如评《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评《孙武》“骨趣甚奇”等。此当为谢赫论“骨法”之前，最早把当时人物品评中的风骨标准用之于绘画美学。


《画云台山记》
 　中国古代画学论文。东晋顾恺之著。顾恺之为画张道陵在云台山七试弟子这一道教故事时所写。认为画山水也应以形写神。画山除了如实反映出“山有面则背向有影”，“下为涧，景物皆倒作”的景象外，还应传达出山的个性神韵。如画会稽山水，应反映出其“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的气势；画云台山，要画出其双壁之内的“凄怆澄清”的氛围等。还对山水画如何置陈布势，如何运用技巧，包括如何注意自然界的明暗关系、投影关系、如何使用色彩等都作了精心设计与论述。


《笔阵图》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著作。唐孙过庭《书谱序》“疑是右军（王羲之）所制”。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载其文，题晋卫夫人（272—349）撰，后世多因之。篇末署其写作年代为永和四年（348）。列举书法中七种基本笔画，加以形容，称为“七条笔阵出入斩斫图”，内容涉及艺术家的联想、想象及其审美感受。认为书法之妙，首在用笔：“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匪乎银钩”。提出“意前笔后”说，强调艺术构思和表现审美意趣。提出重“骨力”的审美标准，要求作品具有劲健之美。又指出“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对后世书法、绘画理论颇有影响。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又名《题〈笔阵图〉后》。中国古代书法论文。传晋王羲之撰。亦有怀疑的意见。是对卫夫人《笔阵图》的进一步阐释。提出“意在笔先”命题。“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认为这是作书时最重要的因素，“心意者将军也”。若字不得意，就“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笔意也要与笔法、笔势二者相结合。“意”的概念使得书法艺术获得了独立的艺术价值，对后世影响较大。收入张彦远《法书要录》、宋陈思编《书苑菁华》、宋朱长文编《墨池编》等。


《笔势论》
 　中国古代书学论文。又名《笔势论十二章》。晋王羲之撰。十二章。亦有人怀疑此文非王羲之所作。收入唐代韦续的《墨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未标作者，且说“不知何代所辑”。孙过庭《书谱》曰：“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本文开篇即言明此文是给其子子敬学书而作：“略修《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凡斯字势，总有十二章，章有指归，定其模楷，详其舛谬，撮其要实，录其便宜。”提出“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创临章第一》），与《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此处指临摹而言，与王羲之重“意”的思想并不矛盾。亦提出“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启心章第二》）的命题，注重“启心”。另对书法之形体结构、点画笔法、笔画布局、运笔神采、学书步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历代书法论文选》。


《文选》
 　亦称《昭明文选》。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通代诗文选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共三十卷，选录上自战国下迄梁代诗文词赋，分为三十八类，共七百余篇。大体包罗了从先秦以来的重要诗文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萧统的文学美学观点以及当时人所共有的文学审美倾向也有所反映。该书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为选录标准，从七八百年来所存的大量著作中，只筛选诗、赋等纯文学作品，以及富于“辞采”、“文华”的散文，这是其时文学自觉意识已经形成的重要佐证。同时，从文选篇目中也可看出，其对作品的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与属对工巧、用典妥帖等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极为注重，这也反映出时人论文重绮丽华采的审美倾向。该书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形成了以研究和注释《文选》为主的“文选学”。唐李善作《文选注》六十卷，体例严谨，本末详备，是较好的注本。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


《世说新语》
 　原名《世说新书》，简称《世说》。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编著。梁刘孝标（463—522）注。原为八卷，今通行本作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各分上、下。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等三十六门，记载汉代至东晋人物的言谈逸事，以晋代为主。不少材料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在生活理想、人物品评、清谈风气、山水欣赏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审美情趣和观点：追求自由超脱、情性自得的精神生活，如山涛“与时俛仰”，而“心存事外”（《贤媛》注引《晋阳秋》），庾亮“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赞赏不拘礼法真率自然，追求个性自由，如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常常前往饮酒，醉后“便眠其妇侧”，而“终无他意”（《任诞》）；主张独立不阿，不为外物所移，如嵇康临刑神气不变、谢安知淝水战胜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反映了魏晋名士受《庄子》哲学影响，追求不为外物所干、超然自得的人格美。重视人物容貌、仪态、气度风神方面的美，常以“明秀”、“彻朗”、“玉人”、“璧人”等形容人物，又常称誉人物“有生气”、“有雄情爽气”、有“风骨”，以生动、劲健、有力为美。欣赏清谈析理中巧妙机智的比喻、丰富美丽的辞藻，以及“泠然若琴瑟”的音调之美。热爱山水自然，欣赏其空灵意趣。见平湖则“觉日月清朗”，观江山则言“有万里之势”，入园林“便自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反映出受到《庄子》观“道”和泛神论倾向的影响。《文学》载谢玄以情景交融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为《毛诗》佳句，又载阮孚评“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句“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反映了当时出现的体会文学作品的内在神韵的倾向。本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书中许多人物品评用语如风骨、风力、清真、风韵、神等用语，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美学范畴、概念。该书以形象而精炼的语言品鉴人物的方式，也成为后世文艺美学评论的重要方法。有日本珂[image: ]
 版影印宋绍兴刻本、明嘉靖间袁氏嘉趣堂刻本等，今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年中华书局版），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1984年中华书局版）等。


《古画品录》
 　亦称《画品》，现存最早的中国画品评著作。南齐谢赫著。一卷。约成书于梁代。将三国吴曹不兴及其后画家二十余人分为六品，评论优劣。其序中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六法”，但未加阐述。后世继作者颇多。后人对“六法”颇为推崇。对其具体品评或有訾议。有《百川学海》本、王世贞辑《画苑》本、《津逮秘书》本等。今收入《中国画论类编》。


《画品》
 　即“古画品录”。


《文心雕龙》
 　南朝梁刘勰著。成书于齐末。凡五十篇，分上、下编。全书以“言为文之用心”为旨，较全面总结了前代文学理论成果，并加以发展，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美学史上最有系统的著作。对于审美对象、审美意识、文学审美标准、艺术创作活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风格、鉴赏和批评等方面，都有较深入细致的论述。上编《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论述审美对象的本质，并提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文学基本审美标准。《明诗》至《书记》二十篇论述各体文章的历史发展和写作时应注意之点，分别提出对各体文章具体的审美要求。下编《神思》、《养气》论创作思维活动，《物色》论对自然美的审美意识及描绘，《情采》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体性》、《定势》、《通变》、《时序》论及风格的多样性和一致性，《风骨》要求文章具有明朗、生动、精健之美，《声律》、《丽辞》、《事类》、《比兴》、《夸饰》等篇具体论述诸种写作技巧和手法，体现了对于文辞、声色之美的要求，《隐秀》提出了“自然”和“余味”的审美要求，《知音》论述鉴赏和批评。在我国以至世界美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版本及诸家注本甚多。今存刻本以元至正本为最早。清黄叔琳辑注本为清代中叶以来最通行之本。近人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


《体性》
 　《文心雕龙》篇名。体性原指人的资质、性格，刘勰则以体指作品风格，性指作者情性。认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外现，作者主观方面的特点与作品风格具有一致性，由于作者主观因素的差异而形成风格的多样性。作家作品风格不同，“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决定个人风格的因素为“才”、“气”、“学”、“习”四者；才能高下、气质刚柔取决于天资，学力深浅、习染雅俗则来自后天陶铄。指出作者须经过认真的模仿、学习，并依据自己的性格，进行长期训练，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又将文章风格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类型。同时指出作者可通过学习，对此“八体”融会贯通，在形成个人主导风格的基础上，掌握各种风格类型的特点。


《情采》
 　《文心雕龙》篇名。论述作品情、理和辞藻文采的关系。认为文采附着于情理，情理表达有赖于文采，“文附质也”，“质待文也”，两者互相依存。但情理居于主导地位。“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提出“为情而造文”，要求作者须有充实的情感而后发为文章，文采须为表达情理服务，做到内容真实，文辞精炼；反对文饰过分以致淹没内容，更反对“为文而造情”，即一味追求采丽而情感寡少、内容空洞甚至“言与志反”、虚伪做作。指出如“繁采寡性”，则“味之必厌”。


《夸饰》
 　《文心雕龙》篇名。论述文学创作中夸张修饰的艺术手法。认为优秀的作品“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夸饰的目的在于“喻其真”，更好地表现物象和情感之“真”。运用夸饰能将外物形象描绘得更加鲜明生动，将作者情感表现得更加强烈动人，“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法。夸饰还能“披瞽而骇聋”，使读者获得奇特不凡、紧张热烈的审美感受。指出艺术夸张“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要“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抓住对象的特征、关键之处，不可漫无节制，诬妄背理。


《诗品》
 　亦名《诗评》。南朝梁钟嵘著。约成书于梁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三卷。选择自汉至梁一百二十余位五言诗人，别其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并缀以简短评语。其评论多从体貌风格出发，或用形象比喻，或从读者审美感受角度加以形容。对一部分诗人，还按其作品风貌，论述其继承关系和流派。其品评反映了当时喜好动人情感以及兼重风力和文采的审美观点，如称曹植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陶潜以诗风质朴，置于中品，曹操更抑居下品。其序文集中反映了钟嵘的诗歌美学观点。为现存最早的诗论专著，对后世颇有影响，被视为历代诗话之祖。与《文心雕龙》并为南朝最重要的文艺美学著作。今有陈延杰注释本。


《诗评》
 　即“诗品”。


《文选序》
 　南朝梁萧统著。萧统曾编有诸体文章总集《文选》，选录先秦至南朝梁的赋、诗、诏、令、表、笺、铭、诔等，并作此序。引用《周易》之语，将“人文”（包括文章）牵合于“天文”，以抬高“人文”地位，并视诗赋等为“人文”的主要部分。认为史书中的赞、述（多为四言韵语）、序、论（史传前或后作史者的论述），“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是精心结撰、注重藻采之作，可入《文选》。反映了南朝时文学独立性的加强，及以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等语言形式之美为诸体文章一种重要审美特征的情况。认为诏令、章奏、书信之类实用性文体称之为“譬陶匏异器”，均有审美娱乐作用，即与欣赏其文辞声色之美密切相关。指出文章发展规律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由质朴简单趋于美丽繁复。体现了重视文辞翰藻的审美观点。

隋唐五代


《续画品》
 　隋姚最著。成书年代约在梁天成元年（555）姚最入长安以后。一卷。评论南北朝画家二十人，“并谢赫所遗”（《续画品序》）。不分品。序中认为顾恺之“矫然独步，终始无双”，因而不满谢赫将顾列入第三品。提出“情有抑扬，画无善恶”，绘画审美具有相对性。重视绘画的“气韵”、“神气”、“风力”、“笔力”。在评论画家中反映了其美学思想。有《百川学海》、王世贞辑《画苑》、《津逮秘书》本等。


《刘子新论》
 　亦称《刘子》、《新论》、《流子》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新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等；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在美学思想上，认为“声色芳味，所以悦人；悦之过理，近以害生”，“靡丽之华，不以滑性”（《防欲》），对声色之美的追求须有所节制。实用与审美各有所宜，故“美不常珍，恶不终弃”（《适才》），当迫切需要实用时，则无暇顾及审美。治国者当首先注重实用，“必务田蚕之实，弃美丽之华；以谷帛为珍宝，比珠玉于粪土”（《贵农》）。又认为在美的事物中，内容重于形式，“先质后文”，“质不美者，虽崇饰而不华”（《言苑》）。指出人的美感是普遍的，一般人对于美、丑有共同的认识；但也各有异，存在以美为丑和以丑为美的情况，“美丑无定形，爱憎无正分”（《殊好》）。在审美活动中，须去除“贵古而贱今”，“信耳而弃目”的心理，方能进行正确的赏评（《正赏》）。在言、象、意关系上，认为“至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其理；大象无形，非立象无以测其奥。道象之妙，非言不津”（《崇学》），肯定了语言、学术达意明道的作用。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刘子》
 　即“刘子新论”。


《辩乐》
 　《刘子新论》篇名。继承了《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阮籍《乐论》等著作的观点，认为音乐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心之所感，则形于声”，音乐是人心感物、情感外现的产物；而“声之所感，必流于心”，音乐又能作用于听者，激发其情感。强调音乐的功利作用，要求用中正平和、“使人心和而不乱”的雅乐教化人民，移风易俗；认为雅乐作用巨大，甚至能“成万物之性”，“和阴阳之气”。斥表现男女欢爱、抒发思念故乡等情感强烈的作品为“非理性和情德音之乐”。表明了传统的儒家美学思想倾向。


《隋书·音乐志》
 　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系《隋书》十志之一。成书于唐太宗、高宗时。凡三卷。主要记载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及隋五代宫廷音乐的承袭、变迁。沿袭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本乎太始，而生于人心，随物感动，播于形气”；众音和谐，乃名为乐。圣人之乐能“与天地同和”，“导迎和气”；能使人之“恶情屏退，善心兴起”，移风易俗。乐的特征为“膏润”，具有潜移默化的审美情感作用。记载了4世纪后半期至7世纪初中原音乐大量吸收、融汇西域及天竺、高丽音乐从而产生新乐的情况，以及人们对“新声奇变”和“音韵窈窕，极于哀思”，具有强烈悲剧性情感音乐的爱好。反映出当时普遍存在于统治阶级中和民间的与儒家说教异趣的音乐审美趣味。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唐陈子昂著。文中针对长期以来诗坛流行的颓靡风气，提出“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的文学主张与审美评价。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要求诗歌创作应做到“骨气端翔”、“光英朗练”，以恢复建安文学那种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美学风格；同时要求诗歌创作应做到寄怀深远、言之有物，以恢复《诗经》风雅比兴的优良传统。强调诗歌创作要有“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风骨之美，但也肯定诗歌“音情顿挫”、“有金石声”的音律之美。后收入《陈伯玉集》。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等编定。唐代颁布的官书《五经正义》之一。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四十卷。《正义》主要阐释《毛传》和《郑笺》，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正经与变，同名曰诗，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卷 一）认为诗歌创作以“心”为本，包管万虑，感物而动，心动为志。并认为诗歌可以抒发“悦豫”、“忧愁”等不同的情、志，明确将情与志融为一体，而且将圣道之志与性情之志合二为一。发展了传统儒家的诗学“情志说”，对后世中国美学有较大影响。后收入《十三经注疏》。


《华严金师子章》
 　简称《金师子章》。佛教华严宗典籍。凡一卷，唐法藏作。为解答唐则天武后的疑问，借殿前的金狮子为喻，以说明华严的义理，故名。该书简要地阐述了缘起色空理论、五时判教、十个玄妙的成佛法门、事物的六种形相等问题。全文从讲缘起开始，贯穿“事事无碍”、“重重无尽”的主题思想，以得佛果、进佛境为结尾，提纲挈领地概述了华严宗的理论体系。该书虽是阐释佛教问题，却给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想。其以具有艺术特性的金狮子为喻谈论“六相”，涉及一与多、纯与杂、隐与显等多方面因素的辩证关系。而且主要是以金狮子为对象分析了以上诸种关系，说明诸种现象之间的圆通无碍。这种佛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于审美心理活动，接近于形象的直觉，对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有所启发和贡献。当时或后世美学中诸如“顿悟说”、“意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与此皆有某种相似性或渊源关系。该书注释本有宋承迁《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师子章》、宋净源《金师子章云间类解》等，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华严金师子章校释》。


《坛经》
 　又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六祖坛经》、《法宝坛经》等。佛教禅宗经名。记载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其主要思想由涅槃佛性之说与贵无派玄学思想交融互渗而成。讨论的重点在于成佛过程中的“悟”和“顿悟”，“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佛性？”对以“顿悟”为核心的禅宗心理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其所着重阐发的“顿悟”思维方式与重视直觉感知的中国古典艺术思维有很多共通之处，因此，它对中国古典审美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人王维的“禅意诗”就是禅宗思想在艺术实践中的直接体现。司空图、释皎然等人的诗论也深受禅宗影响。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借用禅家“妙悟”为核心范畴，由此开始了“参诗如参禅”的诗论传统。这是禅宗思想在古典文艺美学中的典型体现。版本有敦煌手抄本，亦称法海本，传为弟子法海手抄集记，今有齐鲁书社1981年版《坛经对勘》、中华书局1983年版《坛经校释》等。


《笔髓论》
 　唐虞世南著。论述书法艺术，分《原古》、《辨应》、《指意》、《释真》、《释行》、《释草》、《契妙》七节。认为书法艺术之美来源于客观自然，其“动静”禀于“阴阳”之气，其形体模拟“万物”之象；又是艺术家“心”、“性”的表现。强调艺术家审美思维的重要，认为领悟书法之美须资于“神遇”、“心悟”。若“心悟于至妙”（《契妙》），则“书契于无为”、“契以天真”。能在“至微至妙”的审美思维统帅下，自然而然地臻于妙境，不假勉强造作，亦非言语所能说明。因而强调作书时须“引兴”、“取兴”，激发、保持审美兴会，“兴尽则已”（《释草》）。作书前须“绝虑凝神，心正气和”，使心“契于妙”（《契妙》），达到兴会淋漓、审美思维积极活跃的妙境。审美思维之重要，犹如国之君，其“妙用无穷，故为君也”，而“手为辅”（《辨应》）。“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释真》）。强调书法中和之美，“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则冲和之谓也”（《契妙》）。收入康熙静永堂刻本《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全唐文》，二本文字略有不同。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唐颜真卿撰。本文乃颜真卿向张旭请师笔法之记录，以对话体式，对十二笔法逐条探讨，分别是：“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转谓屈折”、“决谓牵掣”、“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等。久有“唐人尚法”之说，指出：“夫书道之妙，焕乎其有旨焉”。除论用笔妙法，也提出“工书之妙”五法：“妙在执笔，令其圆转，勿使拘挛。其次诸法，须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也。其次纸墨精佳。其次诸变适怀，纵舍规矩。五者备矣，然后齐于古人。”又指出执笔之理，“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成功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则其道至矣”。意在指谓技巧之外，尚须巧思妙悟，方能达于至道。收入《佩文斋书画谱》、《历代书法论文选》、《颜真卿集》等。


《诗格》
 　❶唐王昌龄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改录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成书年代当唐宪宗元和年间）中《地卷·六义》、《地卷·十七势》、《南卷·论文意》曾有引用。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云：“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其书当空海在唐时（德宗贞元年间）已广为流行。今传南宋陈应行所编《吟窗杂录》中有王昌龄《诗格》、《诗中密旨》，其内容与《文镜秘府论》所引有同有异。宋以来即有人疑《诗格》非王昌龄所作，当今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文镜秘府论》所引较可靠，而《吟窗杂录》所载则真伪混杂。❷唐至宋初诗论著作的统称。强调作诗要工于立意：“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志，必须忘身，不可拘束。”又主张立意当新奇：“凡诗立意皆杰起险作，傍若无人，不须怖惧”，“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拟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并认为诗之立意与诗之格律应当统一：“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还提出“诗有五趣向：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闲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从审美角度列出诗的五种风格。在“诗有三条”中，提出物境、情境、意境三境之说，其中以意境为尚，认为“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又提出“诗有三格”，即生思、感思、取思，其中论“取思”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对意境范畴作了进一步说明。在中国美学史上，该书最早明确提出意境范畴，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收入乾隆本《诗学指南》卷三。


《诗中密旨》
 　传为唐王昌龄撰。凡一卷。多论诗之格式，每格之后均引有诗例，多为用事、比兴、体时状物之法。如论诗有二格：“诗意高谓之格高，意下谓之格下。古诗：‘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此高格也。沈休文诗：‘平生少年分，白首易前期’，此下格也。”又论诗有三格：“一曰得趣，二曰得理，三曰得势。得趣一，谓理得其趣，咏物如合砌为之上也。诗曰：‘五里徘徊鹤，三声断续猿。如何俱失路，相对泣离樽’是也。得理二，谓诗首末确语不失其理，此谓之中也。诗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也。得势三，诗曰：“孟春物色好，携手共登临。放旷丘园里，逍遥江海心。’”另外“诗有九格”条所论九格，均见于日人遍照金刚（空海）《文镜秘府论·地卷十四例类》，系《诗中密旨》残缺之故。据《格致丛书》本录校。


《河岳英灵集序》
 　唐殷璠作。殷璠编选盛唐诗人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诗作为《河岳英灵集》，并撰其序。指责肤浅平庸之流论诗“但贵轻艳”即只看重语言风格之轻巧艳丽，拘泥于声律对偶，以致贬低古人，去取失当。但又肯定诗歌声律美，认为“伶伦造律”，“为文章之本”，“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所以诗人“不可不知音律”。标举“风骨”、“兴象”，重视情思慷慨、爽朗刚健之美和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提出“恶华好朴”、“翕然尊古”。认为齐梁以后之诗“尤增矫饰”，唐初以来逐渐改变；至玄宗开元后，诗歌创作的“声律风骨始备”，取得了重大成就。反映出重视风骨、反对轻艳、倡言复古的诗歌美学思想。还认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即文艺批评应兼顾创作主体和作品特质。收入《文苑英华》、《全唐文》，又见于日僧空海所撰之《文镜秘府论·南卷》。各本文字略有异。


《戏为六绝句》
 　唐杜甫的一组论诗七言绝句。共六首。作于上元二年（761），是杜甫寄寓成都的晚年之作。针对时俗盲目否定前贤的错误，对过去的一些重要作家提出了重新评价。认为从六朝的庾信到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的创作虽是“当时体”，但有其“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一面，时人不应一味轻薄嗤点、全盘否定。阐明了自己的论诗宗旨，提出继承风雅传统和“别裁伪体”。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正确处理古与今的继承发展关系。认为要有取于清词丽句的技巧，但反对纤弱小巧的文风，主张上攀屈原宋玉，自铸伟词，以创造“碧海鲸鱼”的壮美意境。强调只有“转益多师”，熔铸古今，兼收并蓄，才能使完美的形式与充实的内容相结合。这一论诗组诗，形式新颖，观点全面，影响很大。除收入杜甫集外，另有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单行本。


《诗式》
 　唐皎然著。成书于贞元五年（789）。五卷。卷一前半总论诗法，后半及卷二、三、四、五按“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有事无事”、“有事无事情格俱下”五格，列举汉代至唐的名篇丽句近五百条，并间作评论。反映了作者关于艺术构思、诗歌审美要求、风格境界、继承革新等方面的美学思想。其论诗多带禅意，又开以禅喻诗之先河，其艺术旨趣对司空图、严羽等人的诗歌理论有直接影响。传世诸本中有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为五卷，较为完整，《唐宋丛书》、《历代诗话》等本均不全，仅一卷。注本今有齐鲁书社1986年版《诗式校注》。


《通典·乐序》
 　唐杜佑著。其所论之“乐”，包括音乐和舞蹈艺术，继承和发挥传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提出：“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叶律吕，谐五声。舞也者，咏歌不足，放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认为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状态有密切关系，提出“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的观点。后收入《中国古代乐论选集》。


《文镜秘府论》
 　诗论著作。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即空海，774—835）著。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卷。天卷论声韵，地卷论体例，东卷论对仗，南卷论文意，西卷论声病，北卷论对属。遍照金刚少习汉籍，颇有造诣，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随日本使团来中国留学，于唐元和元年（806）回日本，返时携中国经、论、疏等三百余轴。《文镜秘府论》系作者归国后为日本人习汉诗之需要而编写，完成于日本弘仁七年（816）前后。序称“文章为纪纲之要”，为学习汉诗，“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披，雕龙可期”，可见作者作书之意。是书以唐人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释皎然《诗评》、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河岳英灵集论》及晋人陆机《文赋》为基础，加以自己见解阐发而成。全书广征博引，称：“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半江暇笔》）。中国古代许多佚籍，由此以存。对古汉语、文化史、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对于声病说之研究，影响较大。版本很多，日本主要版本有：日本国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古钞本、《弘法大师全集》本、高野山三宝院本、京都栂尾高野寺无点本、高野山宝龟院本等。中文主要版本有：维宝之《文镜秘府论笺》本、周维德《文镜秘府论》校点本、任学良《文镜秘府论校注》本、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本、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考》本等。


《二十四诗品》
 　原称《诗品》。后人为与钟嵘《诗品》相区别，又称《二十四诗品》。唐司空图撰。一卷。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每品用十二句四言诗对抽象的美学观念进行象征的形容。在诗歌理论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评论体系。与钟嵘《诗品》探溯源流、品评古今不同，重在体貌诗歌的风格、意境，探索诗歌哲学。其中《洗炼》《委曲》《实境》《形容》《流动》等品，涉及诗歌创作规律。“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高古》），说明诗歌的高尚人格美，要求神情风貌超然尘世之外，不受世俗礼教束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要求诗歌的含蓄美。“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缜密》），要求创造诗歌意境。“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形容》），说明诗美之本在于“道”。其论诗宗旨“不脱不粘”，为其“三外”之说（“韵外之致”、“言外之旨”、“象外之象”）的诗化表述。提倡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尤重诗歌意境的创造，对启发后人对文艺创作形象思维规律的探讨影响颇大，宋严羽“妙悟”说、清王士祯“神韵”说，都直接受其影响。版本来源有二，一为《说郛》本，一为《津逮秘书》（汲古阁）本。通行本有《历代诗话》。注本主要有清孙联奎《诗品臆说》、清杨廷芝《廿四诗品浅解》（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郭绍虞《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与李生论诗书》
 　唐司空图撰。主张从韵味的角度来解读诗歌的意境，认为诗歌之意境必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而诗“味”的妙用在于“咸酸之外”。因此而反对“浅涸”，主张“近而不浮，远而不尽”，言有尽而意无穷，从而达到“思与境偕”的意境。这与他在《与极浦书》中所标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说一致。后世宋代严羽的妙悟说，清代王士禎的神韵说，都受到过司空图韵味说的影响。


《语例字格》
 　唐窦蒙撰。写成于大历十年（775年）。为唐代艺术和审美常用概念及其释义汇编。一卷。分语例和字格两部分。每一字或词语定为一格，下附简明释义。收入“神”、“妙”、“秾”、“逸”、“高”、“浅”等九十个书论、画论和其他各门艺术常用的审美概念，进行论述并作出规定。如“无心自达曰老”，“力不副心曰嫩”，“笔墨相副曰丰”，“笔道流便曰轻”，“兴趣不停曰快”，“深而意远曰沉”，“翔集难名曰秀”，“体外有余曰丽”，“顿挫颖达曰峻”，“峻中劲利曰峭”。称“意态”为“回翔动静，厥趣相随”；“天然”是“鸳鸿出水，更好仪容”。涉及书法艺术的创作、风格、品格、鉴赏诸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发展情况。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入此书，题名《述书赋语例字格》。


《笔法记》
 　全称《山水受笔法记》，简称《笔法记》。一说原名为《授山水笔法记》，传因文字脱误又称《山水诀》（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五代后梁荆浩撰。《四库总目提要》则谓托荆浩之名而作。今多从前说。一卷。为荆浩隐居于太行山洪谷时假托与山中一神奇老叟问答而作。总结唐以后山水画的创作经验。提出“六要”、“四势”、“二病”及“神奇巧妙”四种绘画形态等美学概念，同时又指出“水墨晕章，兴我唐代”，具体评论了唐代张璪、王维、李思训、吴道子、项容诸家山水画的优劣，在批评鉴赏中显现了作者的美学旨趣。提出“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又认为“似”与“真”的区别在于：“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反映其重视艺术抽象的美学观。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美学著作。曾收入明王世贞《王氏书画苑·画苑》，又收入《四库全书》、《美术丛书》、《画论丛刊》诸丛书中。


《山水受笔法记》
 　即“笔法记”。


《书谱》
 　唐孙过庭著，成书于武后垂拱三年（687年）。宋代以后所传，仅见三千七百余言，学者多疑有脱佚。近人考北宋以前论书者所称引，无一语出于今传本之外，而论文亦首尾完具，无以复加，故推证为原文全篇。篇末记：“撰为六篇，分成两卷。”卷上：第一篇论钟、张、二王书；第二篇论书学之道，并辨专精、兼善、乖合、优劣之奥；第三篇略举传世名迹，辨真伪，标优劣。卷下：第四篇论执、使、转、用之术，而“历代孤绍”，专宗“右军之书”，“取立指归”；第五篇论精熟、通会、察精、拟似、迟速、尽善之妙，及独行、偏翫之乖；第六篇论“书之为妙”，为全书的总结。肯定书法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并认为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和而不同”、“违而不犯”。又提出书法艺术审美当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在对线条的要求上，认为应先“务存骨气”，然后“遒润加之”。主张真草二体兼容，认为“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为唐代最重要的书法美学著作。今有196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孙过庭书谱笺证》、198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书谱译注》，及197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印制的《唐孙过庭书谱墨迹》图版。


《历代名画记》
 　唐张彦远著。成书于大中元年（847），十卷。一至三卷为通论，分篇论述绘画的源流，自汉至唐历代绘画的兴废流传，绘画六法，中国山水画形成的历史过程，历代画家传授师承和宗派关系的历史线索等；记录长安、洛阳两京和外州寺观壁画，古代部分秘画珍图目录，以及古书画跋尾押署、宫廷和私家收藏印记等。四至十卷为史传，列从传说时代（轩辕）至唐会昌元年（841年）的历代画家三百七十三人的姓名、画迹、画论等史料。该书对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和绘画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一直为后世画家、画史家、画论家所重视。是唐代最重要的一部绘画美学著作。今有人民美术出版社校勘标点本。


《法书要录》
 　唐张彦远辑。共十卷，三十四种，辑录汉、晋、宋、齐、梁直至唐代元和年间各家书法理论论著。其内容大体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即关于二王的书法理论；关于南朝的书法理论；关于唐代的传统派书法理论。其中心旨在崇尚及继承书法传统上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的理论。该书对有原书者，皆全录原文。未见原书者，亦存其目。书末还附有二王墨迹释文四篇八十二条。因采集较广而精，汉以来有关书法理论的一些重要遗文佚篇，皆赖此书得以保存，如庾肩吾《书品》、李嗣真《后书品》、张怀瓘《书断》等，虽各有别本，实亦由此录出。是研究中国古代书法与书法美学的重要资料。收入《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书断》
 　唐张怀瓘著并序。撰于开元十二年（724），成于十五年（727）。三卷。收录古今书体和书家名。上卷叙书法十体及其源流之异，并著十赞，末为一论；中、下卷载古今书家姓名，“较其优劣之差，为神妙能三品，人为一传，亦有随事附者，通为一评，究其臧否”（《书断序》），每品各以体分。下卷末有“系论”一篇，实即跋尾，署名赵僎题。“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议》）为评断标准，体现了唐代书法艺术从初唐注重秀美妍丽到盛唐更重壮美遒劲的发展。首次提出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家有神、妙、能三品之分。收入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宋朱长文著有《续书断》，收入其选编的书学论著《墨池编》中。


《书后品》
 　唐李嗣真撰。一卷。《新旧唐志》、《崇文总目·小学类》、《书录解题·杂艺类》、《通志略》均作《书后品》，《说郛》本作《后书品》。是书效仿庾肩吾《书品》三等九品之例，另在九品之上，创立“逸品”。将秦至唐书法家八十二人，分列其中。前有叙述，每品名录之后，各有评、赞。称“后品”是因为前人王愔、王僧虔、袁昂、庾肩吾皆有《书品》。主要版本有《法书要录》、《说郛》、《书苑菁华》本等。


《山水诀》
 　即《画学秘诀》。中国古代画学论著。五代李成撰。一卷。旧题唐王维撰。一说为画工口诀。又一说元李澄叟撰。提出“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的观点。认为绘画的性质和功能，使“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底”。反映其重视绘画的时空审美意识。指出绘画的哲理“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反映其以无法与有法相结合的美学主张，要求以简练笔法，体现山水的神韵。又要在曲折多变中，体现山水“低昂聚散而不同”，“起伏峥嵘而各异”的审美特点，使欣赏者“不迷颠倒回还，自然游戏三昧”。有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画苑补益》本、《唐六如画谱》本、关中石刻本。并收入《佩文斋书画谱》、《画论丛刊》和《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画学秘诀》
 　即《山水诀》。

宋金元


《益州名画录》
 　一名《成都名画记》。北宋黄休复撰。约成书于景德三年（1006）。分上、中、下三卷。载录唐肃宗乾元初年至宋太祖乾德年间（758—967）在蜀画家五十八人及部分无名者的画迹、画艺、轶事和小传。论述了四格的各自特点，并按逸、神、妙、能四格（其中妙、能两格，各分上、中、下三品）标准定其高下。本书袭用唐朱景玄评论画艺优劣的神、妙、能、逸四品说，但把原列最末的“逸品”（即“逸格”）提升到首位。是对张彦远的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说的进一步概括，反映了从北宋开始，逐渐向崇尚飘逸、强调写意的文人画审美思潮演化的趋向。该书对了解和研究10世纪前后以成都为中心的绘画，特别是壁画的成就和风格，颇有价值。但书中也有许多近于荒诞无稽之说。有明王世贞辑《王氏画苑》本，清李调元辑《函海》本等。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选辑《中国美术论著丛刊》将其和唐段成式《寺塔记》、元佚名《元代画塑记》合为一册出版。


《圣朝名画评》
 　一名《宋朝名画评》。北宋刘道醇（大梁，今河南开封人）著。三卷。成书于约嘉祐二年（1057）。分六门：人物、山水林木、畜兽、花草翎毛、鬼神、屋木。每门之中，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三等。所录五代至北宋初画家凡九十余人。各系以小传或合传，传后加评语，或二、三人并为一评，并说明所以列入各品之故。序中提出“六要”、“六长”，作为识画方法和品第标准。认为“夫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也。”指出评画和师学应“见短勿诋，返求其长”，“废古人之短”，“成后世之长”。有王氏书画苑本。今收入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宋朝名画评》
 　即“圣朝名画评”。


《画史》
 　又名《米海岳画史》、《襄阳画学》。北宋米芾撰。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书皆举其平生所见名画，品题真伪，或间及装裱收藏及考订讹谬历代赏鉴之家，奉为圭臬。中亦有未见其画而载者，如王球所藏两汉至隋帝王像及李公麟所说王献之画之类。”（卷一百十二）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内容。书分晋画、六朝画、六朝无名氏画、五代画、通论绘画、论鉴赏、论装裱、杂记等十一个部分，分别对其加以品评，还涉及辨别画作真伪、考订、装裱收藏等方面。书中体现了他的墨戏态度和在绘画题材选择上的文人趣味，并认识到为达到新的趣味目的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此外，该书还反映出了宋代审美趣味的转移和美育的儒家教化观念转向，提出“古人图画，无非劝戒”、“今人撰《明皇幸兴庆图》，无非奢丽；《吴王避暑图》，重楼平阁，徒动人侈心”等观点。有《画苑》本、《津逮秘书》本、《百川学海》本、《唐宋丛书》本等。


《石林诗话》
 　南宋叶梦得著。作者晚年自号石林居士，故名。此书各版本分卷不一，或分一卷，或分三卷，但内容无异。《四库全书》作一卷。不满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观点，赞赏北宋诗坛的诗文革新运动，强调重立意、重气格、重气象、重现实，反对模拟、雕琢，崇尚自然浑成的风格。如评论认为王安石诗，“造语用字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有叶廷琯校刻本（附《拾遗》及《附录》各一卷）、叶德辉观古堂本（增附《拾遗补》及《附录补遗》）、《百川学海》本、《津逮秘书》本、《历代诗话》本、《四库全书》本等。


《山水纯全集》
 　别本或讹作《山水纯全论》。中国古代画学论著。宋韩拙撰。《四库总目提要》疑与韩若拙为同一人。成书于宣和三年（1121）。一卷。传世刻本论画凡九篇，而序中称有十篇（常熟铁琴铜剑楼藏明沈辨抄本，有十篇，多《论三古之画过与不及》一篇，但沈本已佚）。《四库总目提要》疑佚一卷。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认为第六篇应分为两篇。主要阐述山水画创作之“法度”，受王维《山水论》、荆浩《笔法记》和郭熙《林泉高致》影响甚大，且多有创新。如在引述郭熙所提“三远法”（平远、高远、深远）基础上，提出“新三远法”，即：阔远、迷远、幽远。将当时画家笔墨之病归结为四：版、刻、结、礭。主张“意在笔先”，“以气韵求画”，强调：“画，笔也，斯乃心运也。”强调画家博学广识。有《函海》本、《画苑补益》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另收入《画论丛刊》、《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等。


《乐论》
 　北宋苏洵（1009—1066）撰。提出“乐能济礼”的审美观。认为礼易行难久，“乐”如雷，“神于声”，有震撼人心的审美效用，“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义、事兄之心”。“圣人因声以为乐”。礼乐相济，为儒家美学的传统观念。收入《嘉祐集》卷六。


《梦溪笔谈》
 　北宋沈括著。二十六卷。是中国科学史上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因写于润州（州治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得名，于11世纪末年成书。分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回，凡六百零九条。内容包括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质、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医药、文学、史事、音乐、美术等。其中，提出识画当以神会；学书须自法度入；山水之法，以大观小；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的美学鉴赏原理，在中国美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有影印宋刊本、《四部丛刊》本等。今有中华书局《新校正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梦溪笔谈校证》等。


《六一诗话》
 　中国最早以“诗话”为题的诗论，北宋欧阳修于熙宁四年（1071）退居颍州汝阴时所作。一卷二十八条。系随笔所记，“以资闲谈”。原书只称《诗话》，因其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改称为《六一诗话》。多评述北宋诗人作品，亦涉及唐诗。主张诗美应是“意新语工”，推崇梅尧臣诗“以闲远古淡为意”，“含不尽之意”。认为“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是诗病也，“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注意从作家的生活经历去论诗，认为诗人对所要再现的情境有真切的感受，才能曲尽其妙。认为孟郊写的“暖得曲身成直身”句，“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该书开文人诗话之风，创漫谈性的论诗体例，成为中国古代评论诗歌及其作者的重要形式。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清《历代诗话》中，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林泉高致》
 　中国山水画论著作。为北宋郭熙著。由其子郭思据其平日言论及手稿整理而成。成书于北宋政和七年（1117）。分为六节：《山水训》，即《画训》，是郭熙审美思想和创作经验的概括性总结；《画意》，说明山水画创作中的灵感和意境；《画诀》，阐述经营位置和笔墨技法等画理；《画题》，列举山水画可选取的题材；《画格拾遗》，记郭熙平生真迹；《画记》叙述郭熙在宫廷中的绘画活动和地位。该书前四节“皆熙之词而思为之注”，后二节为郭思追述论撰。认为君子之所以爱山水画，是因“君亲之心两隆”和“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山水训》）。指出画山水者，“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审美形象）度见矣。”认为要发现山水的审美价值，必须要有“林泉之心”即具有审美的心胸。分析了画家创作活动的主观条件，提出“所养欲扩充”，“所览欲淳熟”，“所经欲众多”，“所取欲精粹”的观点。绘画艺术技巧上，概括了“山大于木，木大于人”、“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人无目”和“高远、深远、平远”的透视和构图法则对以后山水画发展有深远影响。还提出“四可”说，即山水之可行可望不若可居可游，认为山水画的境界在于“可居可游”之品。今收入《中国画论类编》。


《宣和画谱》
 　中国画著录书。佚名。二十卷。卷首有托宋徽宗赵佶宣和二年（1120）《御制序》。记载魏晋以来画家二百三十一人，绘画作品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分析各种门类的艺术作品。在论述绘画的社会职能时，既指出“识魑魅、知神奸”，“明礼乐，著法度”，“夸大勋劳”，“记叙名实”等为政治服务的教育作用，也指出“寄笔间豪迈之气”与“取玩于世”的抒情作用和审美怡悦作用。是当时文人画家、画院革新派画家及保守派画家美学观点的综合反映。以“传神”为审美标准。在《人物叙论》中说：“画人物最为难工，虽得其形似，则往往乏韵。”要求人物画不仅形似，而且传神。在评范宽的山水画时，认为他“善与山水传神”。将绘画分为“神”、“逸”、“妙”、“能”四品，把范宽的作品列为神品，置于首位，说明其对“传神”的重视。要求画家不仅要表现对象的形和神，而且要借助绘画对象外在与内在的特征，表现画家的审美理想。《花鸟叙论》说：“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闭……”。认为“唐至宋画山水得名者，类非画家者流，而多出之于缙绅士大夫”。其原因是他们“人品甚高”，“胸中自有丘壑”。在表现技巧上，认为难兼众妙：“得其气韵者，或乏笔法；或得笔法者，多失位置。”主张学古，广泛采取前人的优点，然后“更自立意，专为一家”。今收入《画史丛刊》。


《宣和书谱》
 　佚名。二十卷。著录宋徽宗时御府所藏书迹。分历代诸帝、篆书、隶书、正书、行书、草书、八分书、制诰等八门，每书体前列叙论，陈述详明。法书目录前撰各家小传，品第风格，略述源流。其论书，备极精细，夹叙夹议，为后世保存了较为丰富的书法史料。是书宋时未曾刊行，元初有传钞本流传江南。元大德六年（1302），延陵吴文贵将其付梓行世。主要版本有：《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等。


《琴史》
 　北宋朱长文（1041—1100）撰。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六卷。前五卷记述自传说中的尧舜到范仲淹等一百五十六人与琴有关的事迹，取材于经史百家和笔记杂录，但多未注出处。末卷有《莹律》、《释弦》、《论音》、《审调》、《声歌》等篇。认为“琴者，乐之一器耳”，器乐的本质是人的审美情感抒发：“情发于中，声发于指，表里均也。”强调艺本于道的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于道则可以周于器，通乎心故可以应于琴。”又认为音乐是心声的表现，从音乐可以窥视人的内心世界：“人之善恶，存于思虑，则见于音声，惟知音者能知之。”发挥古代《舜典》关于诗、歌、声、律的思想，提出“以声依永，则节奏曲折之不失也。以律和声，则清浊高下之必正也。惟达乐者为能弦歌耳”的观点，说明音乐的节奏、和声的应用等原理。认为乐对个人的作用是：“导养神气，调和情志，摅发幽愤，感动善心。”乐还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作用：“治平之世，民心熙悦，作乐足以格和气；暴乱之世，民心愁蹙，作乐可以速祸灾”。“圣人既以五声尽其心之和，心和则政和，政和则民和，民和则物和，夫然，故天下之乐皆得其和矣。天下之乐皆得其和，则听之者莫不迁善远罪，至于移风易俗而不知也。”中国音乐研究所1959年有《乐圃琴史校》。


《广川画跋》
 　中国画著录书。北宋董逌著。六卷。此书共一百三十四篇，卷末有缺，仅存目。其跋之多为考据辨析绘画作品的故事物象，也反映出作者的美学观点。提出“画之贵似，岂其形似之贵也，要不期于所以似者贵也”的观点。指出绘画创作中“虽得形似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书犬戏图》）。强调绘画时应使“丘壑成于胸中”并达到“忽乎忘乎四支形体”，“举天机而见者皆山也”的境界，才能“尽其道”（《书李成画后》）。收入明朱衣等校刻本《王氏书画苑》，但该刻本错字颇多，且有整句遗漏者。今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则酌收其与画理画法有关者数篇。并作校点。


《五灯会元》
 　佛教禅宗史书。宋普济编。二十卷。“五灯”指法眼宗道原撰《景德传灯录》、临济宗李遵勖撰《天圣广灯录》、云门宗惟白撰《建中靖国续灯录》、临济宗悟明撰《联灯会要》、云门宗正受撰《嘉泰灯录》。各为三十卷，中多重复，普济删繁就简，撮其要旨，将一百五十卷缩编为二十卷，合五灯为一，故名曰“会元”。该书以禅宗语录的形式，汇辑了禅宗从传说的七佛到唐、宋时期各派禅僧的问答机缘、语录，本书录有上至帝皇征召延请，禅师开堂说法，下至文人学士与僧徒往返参学。叙述法嗣、思想源流及发展变化，脉络分明。是研究禅宗思想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禅宗美学的重要资料。除收入《大藏经》外，另有宋宝祐年间及元至正年间刻本等。一九八四年十月，《五灯会元》作为“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三册），该书由苏渊雷点校，并对版本演变情况作了介绍。


《文则》
 　我国最早一部专论文法修辞的著作。宋陈骙著。二卷，分从甲至癸十节。唐宋古文运动经韩、柳、欧、苏诸家倡导与实践，至南宋时已形成一种成熟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体系，《文则》即是对此成就的总结与反映。论文以儒家经典为作文典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文章句法推本六经”，“大旨皆准经以立制”。主张文章言辞简略，但意蕴深厚。“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但要求做到“简而理周”，“言简而不疏，旨深而不晦”。对于文章中的比喻、对偶、助辞等辞章修辞方法都有专门论述。如论比喻之重要，曰：“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有《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等，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


《论词》
 　亦作《词论》。宋李清照作。载《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题为后人所加。宋初作词皆以婉约、绮丽（或清丽）见长，至欧阳修、晏殊、苏轼一代则开创豪放的词风，苏轼在其关于词的论述中明确提出豪放派观点，主张词要警拔、壮观；同时，又认为词与诗并无本质区别，词也就是长短句之诗，主张以诗入词。李清照针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创作和观点，乃作此文，批评晏、欧、苏之词（“句读不葺之诗”）。该文总结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限，提出词“别是一家”即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应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标准的观点。认为词的表现形式须谐音合律，思想内容应注重言情（但不排除言志），其风格、意境应高雅庄重、婉约矜持，并具体总结出其特点：高雅，反对以俚词俗语入词，主张作词应“尚文雅”，要有文人的清高情趣与格调；典重，认为作词应当端庄典雅，不宜轻佻；浑成，重视词的整体性效果，认为词应有整体的意境，浑然一体；协乐，作词要严格遵守五音六律与清浊轻重；铺叙，认为词要注意铺陈，主张长调慢词；故实，即运用典故来增加词的典雅、充实作品的内容。


《韵语阳秋》
 　又名《葛立方诗话》、《葛常之诗话》。南宋初诗话代表作之一。南宋诗论家、词人葛立方著。二十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取题自晋人语“皮里阳秋”，故名。卷一至卷六主要论述了自汉魏迄宋代的诗人与作品，对诗句、诗作的立意旨趣、人物品行等方面的优劣、高下加以评论，考证字句的出处，还兼论作诗的方法；卷七至卷九考辨与诗有关的诗人行迹及史实问题；卷一至卷一二论家人亲情之诗、诗人的宦海沉浮以及诗人养生之道；卷一三记述了诗中提到的地理风情；卷一四至卷二分别论述了书画、音乐、歌舞、鸟兽虫鱼花木之类，医卜杂技之事，论诗偏重于“奇”，凡其认可的诗作都冠以一个“奇”字，但又认为作诗故意翻弄奇巧则又落入下乘，以为“奇”应出自天成、自然。同时又认为诗之极境在乎平淡，反对雕琢之气。又批评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说法，认为这种所谓的去陈腐而求奇语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初刊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初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通行本有《学海类编》、《历代诗话》、《四库全书》、《百川学海》等。


《诗集传序》
 　南宋朱熹于淳熙四年（1177）为其《诗集传》所写序文。探求《诗经》本义，阐述诗歌本质和功能。以思维和语言节奏的特征，解释诗歌产生的原因：“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又以人心邪正和圣人教化的观点，解释诗的本质：“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认为诗歌的社会功能胜于审美功能，并推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雅颂”诗歌，宣扬儒家关于“吟咏情性，止乎礼义”的传统美学观。收入《朱文公文集》。


《朱子语类》
 　南宋朱熹的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是书为朱熹门人所记朱门问答之语，初为门人各录成编，经南宋黎靖德删汰重复、刊削不确，重新编为二十六门。其中关于《四书》有五十一卷，关于《五经》二十九卷，专题如理气、知行、周、程、释、老及治学方法约四十卷，有关政治、历史、文学约二十卷。朱熹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又根据华严宗“一多相摄”提出“理一分殊”，并以此认为“文”也是分得了理的殊，故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学文也是学道即“格物致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谈诗论艺中又表现出对含蓄蕴藉、浑朴自然的古典审美意趣的崇尚。认为：“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有宋咸淳本、清光绪《刘氏传经堂丛书》本等。


《岁寒堂诗话》
 　南宋张戒著。宋代诗话代表著作之一。原书已佚，今本二卷，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上、下两卷。上卷以探讨诗歌创作规律为主，兼评历代诗人及其作品；下卷集中评论杜甫诗作。该书作于南宋苏（轼）黄（庭坚）诗风尚未衰落之际，针对苏黄诗风及江西诗派的流弊，试图革新诗风。持儒家“思无邪”、“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强调诗应以“言志”为本，以“咏物”写景为余事。反对“以用事为博”、“以押韵为工”，“雕镌刻镂”，为咏物而咏物。赞赏“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不经意而意已至。又认为诗歌应以“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为贵，“词意浅露，略无余蕴”正是诗之病。并认为好诗应“意”、“味”、“气”、“韵”四者兼备。肯定诗歌的不同艺术风格存在，并认为写诗不能“预设法式”。看到先天禀性、气质和后天的学习锻炼对创作各具意义。曾辑入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


《放翁题跋》
 　南宋陆游撰。属于跋文集。共六卷，即《渭南文集》卷二六至卷三一，录出单行。褒赏“忠义之气郁然，为之悲慨弥日”的诗作，主张为文当如“山泽之气为云，降而为雨，勾者伸，秀者实，此云之见于用者也”，若徒然“娱悲舒忧，为风为骚”，不能“尧舜其君民”，则为“文之不幸”，故对《花间集》深致不满：“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与之相关，更欣赏深雄遒劲的风格，认为作诗即使是写七夕，也当如东坡“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虽然并不反对“珠珑绮疏惜别之意”，但终以有风力者为上，又将词的兴起与诗相联系：“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然陆游轻词，但同时对不能兼擅此二体也有所认识：“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辞，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又有多条跋语论及书法。以禅喻书，“观《兰亭》当如禅宗勘辨，入门便了。若待渠开口，堪作什么。识者一开卷已见精粗，或者推求点画，参以耳鉴，瞒俗人则可，但恐王内史不肯尔”。还推崇不拘守于一格的审美境界：“《乐毅论》横纵驰骋，不似小字；《瘗鹤铭》法度森严，不似大字。此后世作者所以不可仰望也。”又有论画语曰：“（司马端衡）欲有以寓其胸中浩浩者，遂放意于画，落笔高妙。”后编入《丛书集成初编》。


《白石道人诗说》
 　南宋姜夔（号白石道人）撰。一卷，共二十九条。自序托词为淳熙（宋孝宗年号）丙午（1186）得之于南岳云密峰头一老翁，实为作者作诗时体会有得之谈。涉及诗的辨体、立意、布局、措词、说理、使用、写景、体物等方面。自称该书“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亦为能诗者作”，以使“能诗而后能尽吾之说”，以达到“造乎自得”的境地。主张作诗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提倡善用事、善措辞，得活法。反对雕刻伤气的诗风，反对浅露和诗中大发议论，主张“含蓄”，“有余味”，“有余意”。认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即“碍而实通”；二曰意高妙，即“出自意外”；三曰想高妙，即“写出幽微”；四曰自然高妙，即“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并将“自然高妙”推为诗的最高境界。其思想为诗歌美学在江西诗派之后至《沧浪诗话》之前这一时期转变的枢纽。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并收入《中国历代诗话选》。


《沧浪诗话》
 　南宋严羽撰。为继钟嵘《诗品》后有一定系统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约在绍定（1228—1233）前、至迟在淳祐（1241—1252）前成书。认为宋代道学家使诗沦为“讲义语录之押韵者”，江西诗派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其末流“叫嗓怒张”、“以骂詈为诗”，为拯诗之厄运，撰此书以“定诗之宗旨”。一卷。分五部分。《诗辨》阐述古今诗歌创作理论问题，强调“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论述学诗的门径、方法，以汉魏盛唐为师。《诗体》是对历代诗歌体制递嬗发展和分类的概述，强调汉魏风骨和盛唐气势。《诗法》是对于诗的技巧或法度的纪要。《诗评》是从时代风气方面和各人风格方面对古今诗歌和诗人的评论。《诗证》是关于诗歌创作者和具体出处的辨析和考证。末附答吴景仙书，自谓“以禅喻诗”是“自家实证实悟者”。强调以禅喻诗，以悟论诗，形成“诗禅”说。提出“别才”、“别趣”诸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评诗注重气象、兴趣等美学和艺术特点；但过分强调一味独悟，忽视社会生活对创作的重要作用。该书对明清两代诗歌发展曾产生重大作用，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和清代“神韵”、“格调”、“性灵”诸说，都受到其影响。原附见于《沧浪吟卷》，今注本有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并收入《中国历代诗话选》。


《画继》
 　南宋邓椿著。十卷。记载北宋熙宁七年（1074）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间画家二百一十九人的小传，并录私家所藏画目，以及评画之语和遗闻轶事，对当时画院情况“有闻必录”。卷一至卷五分人物为圣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缙绅韦布、道人衲子、世胄妇女、宦者；卷六、卷七分绘画题材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八类；卷八曰“铭心绝品”，专记所见名画。卷九、卷十曰“杂说”，半属议论，半记杂事。其论画重“传神”轻“形似”，扬士流抑工技，对元代倪瓒等人“不求形似”的画论以及明代“南北两宋说”皆有显著的影响。是书辑录甚广，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画史资料。为研究邓椿美学思想的基本资料。有明刊本、清汲古阁刊本、清嘉庆刊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等。


《词源》
 　宋元间张炎（1248—1314后）撰。二卷，末附《杨守斋作词五要》。认为“词以协音为先”，故全书大部分是讨论词的音乐问题，于词首标“雅正”，认为：“古之乐章、乐府、乐曲，皆出于雅正。”为此，进一步标举“清空”、“骚雅”、“意趣高远”，尤重视“清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清空”即意味“意趣高远”，即是“雅正”，并以此评价当时词人，认为只有姜夔词才符合这一标准：“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而周邦彦、吴文英则过于“质实”、“软媚”以致“失雅正之音”。有《四部备要》、唐圭璋《词话丛编》本等。


《滹南诗话》
 　金王若虚著。三卷。为作者评论诗歌创作的断想。强调“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诗歌必须真实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对当时文坛推尊江西诗派，忽视内容而追求字句的奇险新巧的形式主义风气提出批评，肯定遭时菲薄和非议的白居易和苏轼的诗歌创作，将平淡天然视为诗歌的理想境界。主张诗歌创作应当出于自得，反对在形式上模拟古人，对扭转当时形式主义文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明代的公安派和清代的叶燮、袁枚等人的文学理论有积极的影响。原收入《滹南遗老集》。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等。后人将《诗话》单独刊行，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历代诗话续编》等。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点本，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文辨》
 　金王若虚撰。共四卷。论及辞赋、骈文和“古文”，以“辞达理顺”为评价标准。在“理顺”方面，说：“夫文章惟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为文者亦论其是非当否而已，岂徒以胆智为贵哉！”不满骈文，称“四六文章之病也”。在“辞达”方面，认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但同时也要适度，即中和之美：“若以文章正理论之，亦惟适其宜而已……盖简而不已其弊将至于俭，陋而不足观矣。”并以此标准，认为苏轼的文章是典范：“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坡冠绝古今”、“独兼众作，莫可端倪。”收入《滹南遗老集》（有《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等）。


《论诗三十首》
 　金元好问著。《论诗》题下自注：“丁丑岁三乡作。”翁方纲据《论诗》最后一首中的“老来留得诗千首”句，认为作者晚年曾对这组诗有所改动。提出诗歌应该表现作者的真实情感，反对“心画心声总失真”。强调诗歌与人格的统一。提倡自然“见真淳”，反对“斗靡夸多”。批评六朝、唐初、宋初竞尚声律丽藻的风气，推重刚健豪放的诗风。强调古雅，但鄙视当时的民间文学，流露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其诗论在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有重要影响。收入《遗山先生文集》，前人注疏阐发的著作甚多，清施国祁《元遗山诗注》、顾奎光《金诗选》、翁方纲《石洲诗话》、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等，皆为此诗疏解。今注本有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


《画鉴》
 　又作《古今画鉴》、《画吟》。元汤撰。一卷。据《四库提要考证》，作于元天历元年（1328）。全书分吴画、晋画、六朝画、唐画、五代画、宋画、金画、外国画、画论等九篇。所论画家始于吴曹不兴，而终于元陈琳、龚开。评论各家画迹，列举笔墨特点，辨别真伪。体例类米芾《画史》。其中《画论》部分有二十三则，集中其绘画审美鉴赏思想。提出“气韵”、“神采”、“风神”、“天真”、“笔意”、“笔法”等理论。强调以书法之笔作画，“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形似为末节”。还提出经营布置的“宾主说”：“画有宾主，不可使宾胜主。谓如山水，则山水为主，云烟、树石、人物、禽兽、楼观皆为宾。”为研究元代绘画理论、评论，划分画派的重要资料。有《说郛》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群芳清玩》本。今有人民美术出版社标点注释本。


《写山水诀》
 　元黄公望撰。一卷。凡二十二则。论述山水树石的笔墨、设色、布局、结构、意趣等，继承南宗画理论。提出“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在布局透视上，提出“三远”说。“山论三远，从下相连不断，谓之平远；从近隔开相对，谓之阔远；从山外远景，谓之高远”，以“阔远”取代北宋郭熙“三远”中的“深远”，体现元人对山水画意境的新追求。同时主张山水创作要去“邪、甜、俗、赖”，即反对用笔不正、无内在美、意境平凡、格调不高和泥古不化的作品，崇尚理、韵和自然生趣，因此重写生而反临摹，“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怪异，便当摹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其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有《辍耕录》本、《图绘宝鉴》本、《书画传习录》本。并收录《画论丛刊》、《历代画论名著汇编》。


《竹谱》
 　中国画学史上专论画竹的著作。元李衎（1245—1320）撰。十卷。该书成于元大德三年（1299）。分四门：《画竹谱》、《墨竹谱》、《竹态谱》、《竹品谱》。《竹品谱》中，又分全德品、异形品、异色品、神异品、似是而非竹品、有名而非竹品六子目。论画竹强调“成竹在胸”、灵感创造，“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又重“规矩绳墨”、枝叶修习，“一节一叶，措意于法度之中，时习不倦，真积力久”，然后“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论及画竹方法涉及章法结构、物色观察、色调渲染等诸多方面。有《唐宋丛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等。


《心境记》
 　宋元之际方回著。论述心与境的关系，涉及艺术与现实、主体与客体、意境等问题。提出“我之境与人同，而我之所以为境，则存乎方寸之间，与人有不同焉者耳”，认为自然之境客观存在，不同的人对同一景物的感受不同，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心境关系上，认为心起主导的作用，“心即境也，治其境莫如治其心。”强调意境是在诗人心灵和其铸造的形象中主客体的结合，是情景内在统一的产物。这一观点接触到主观在审美意象中的地位、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和审美的心理特征。但由于过分夸大心的作用，使这一观点带有浓厚唯心色彩。“治其境莫如其心”观点是郝经“内游论”的进一步发挥，反映了当时美学思想上的一种趋向。收入《桐江集》。


《录鬼簿序》
 　中国古代戏曲论著。元钟嗣成撰。二卷。初稿成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后又订正两次。共录金到元中期前杂剧和散曲作家一百五十二人，作品名目四百五十八种。一反性理之学传统，视门第高贵的酒罂饭囊和假道学为“未死之鬼”；而高度赞扬“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杂剧作家，誉他们为“不死之鬼”：“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自序》），“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自序》）。与传统诗学、性理之学强调艺术“言志”性质和教化功能不同，从演出效果角度，强调戏曲“悦人”的审美性质和娱乐功能。在内容上标举“翻腾古今”、“搜奇索古”，在形式上力求“新奇”、“工巧”。反映出元市民阶层的审美倾向。明初，戏剧家贾仲明将此书增补，续编一卷，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现存第一部重要文献。版本较多，文字多各有歧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附有据各本作出的“校勘记”。


《唱论》
 　元燕南芝庵著。列28条，简要论述唐宋以来戏曲声乐艺术的演唱方法。其中如歌唱的“格调”要求“抑扬顿挫，顶叠垛换”，“节奏”有“字真、句笃、依腔、贴调”，“声节”讲究“起末、过度、揾簪、[image: ]
 落”，“声韵”则有“声要圆熟，腔要撤满”等，并提出歌唱的地域特点。还指出歌声的因人而异，各有所长，歌唱的所病所忌。认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此“凡一曲中，各有其声”。还列举古典戏曲音乐的体制，如十七宫调的基本情调，以及演唱形式和演唱内容。对后世戏曲的演唱艺术有较深远影响。有元至正刻本（附刊于元人杨朝英所编《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首），后收入明臧晋叔所编《元曲选》以及《新曲苑》、《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作词十法》
 　中国古代曲学论著《中原音韵》的一部分。元周德清撰。一卷。“作词”就是作曲。“十法”主要指语言技巧。共分十项：知韵、造语、用事、用字、入声作平声、阴阳、务头、对偶、末句、定格、曲牌格式。以元代著名曲作为研究对象，以其语音系统为标准进行理论性总结，并由此规范元曲的音韵特质和创作技巧。指出：“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论述“慎审音韵、严守曲律，务造俊语，先立曲意”的创作要求。强调演唱对撰写曲词的限制，“先要鸣腔，后要识谱”。提出意在笔先，“未造其语，先立其意”，同时倡导“语意具高为上”。而在语言上，提出“短章辞既简，意欲尽。长篇要腰腹饱满，首尾相救。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等观点，开启明代“本色论”先河。还在曲声的关联中提到“务头”论，“要知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并于所附“定格”四十首内注明务头所在。也涉及语言的文学性和舞台性，“书之纸上，详解方晓；歌，则莫知所云”。是清李渔“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剧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词别繁简》）观点的先声。后世任中敏专将“作词十法”加以诠释成书，名《作词十法疏证》，收入《散曲丛刊》。


《华山图序》
 　元末明初王履著。洪武十六年（1383），王履游历华山，作《华山图》四十幅，并将创作体会写成此序。分析绘画意象中“意”和“形”的关系，提出“画虽状形，主乎意”。提出绘画必须通过具体的“形”以表现作者的“意”，强调直接审美感受是绘画创作的先决条件，论证了师造化的重要性，分析了师造化和师古人的关系，认为审美客体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绘画技法不能一成不变，对于艺术法规，应抱“宗与不宗之间”的态度，“去故而就新”，不能“拘拘于专门之固守”。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见解。在反对明初画坛的复古主义，提倡艺术革新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今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画论类编》。

明清


《太和正音谱》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专著。一名《北雅》。明朱权（1378—1448）撰。凡二卷。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世称宁献王。成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内容包括古典戏曲理论和史料，以及北杂剧曲谱等。分戏曲体式15种、杂剧12科，收曲牌335支，品评金董解元以下、元和明初的杂剧和散曲作家203人。主要是以“词语”华美为标准评论作家作品，因此把追求文辞典雅华美的马致远推为元代作家之首。现存最早版本有清长洲汪氏所藏影写洪武间原刻本、清山阴沈氏藏别本影写洪武间刻本。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谈艺录》
 　明徐祯卿（1479—1511）撰。共一卷，凡二十四则。卿字昌谷，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为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本书论诗推尊汉魏。重视“情”在诗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出“因情立格”说。“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把诗人的感情活动置于创作的重要地位，论诗又崇尚玄虚，“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已可见清初“神韵说”之端倪。有《学海类编》本、《格致丛书》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后收入《历代诗话》。


《四溟诗话》
 　明谢榛著。原名《诗家直说》，分四卷，共四百零三节。从格调说出发，倡导为诗摹拟盛唐，主张选李、杜之最佳者“熟读之”。同时又提出文随世变，反对剿袭拟古。强调写诗要有真情实感，表现“性情之真”，要求内容与形式统一，做到“辞意两工”。提出诗文以“气格”为主。“气格”侧重于诗文的思想、风格，与表现形式相对。重视文人的品行，反对“德不胜文”。在诗歌创作中强调兴趣和妙悟，提倡以兴为主，发自然之妙，“意随笔力，不假布置”。在创作技巧方面，论述了诗歌创作为句法体制、平仄抑扬、对偶虚实、情景交融等问题。为后七子诗论的理论基础，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此书附于《四溟集》。有明万历刻本，另有《海山仙馆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今有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


《升庵画品》
 　明杨慎撰。约成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卷，共四十八条，附宋人诗十四首及赞一首。虽曰《画品》，却详于故实而略于品题。将南朝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和隋代展子虔推为画坛“四祖”。认为绘画是画家藉以托意之媒介，可以记事。论画重形神兼备，提倡师法自然，向慕落笔便成的潇洒风神。注意到绘画风格的形成与地域的关系：“江南之艺，骨气多不及蜀人，而潇洒过之。”还认为书画同法，主张以书法入画。还提出“废古人之短，成后人之长”的继承发展观，于后人也颇有借鉴意义。有《函海》本。


《艺苑卮言》
 　明王世贞著。十二卷，其中八卷论述诗文，附录四卷分论词曲书画。成书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后有所增益，至嘉靖四十四年始定稿梓行。自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书西涯古乐府后》）。力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提倡摹拟古人，强调法度和格律。论述了对思、调格的含义和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诗歌的意象和对诗歌艺术境界的探讨，主张“兴与境诣”，在格调之中隐寓性灵神韵之意。提倡学古而化，反对生吞活剥，学西京建安之诗，“非琢磨可到”，要“专习”、“凝领”、“神与境会”、“浑然而就”。其观点显示出明中后叶文艺思潮转变之端倪。论画主张形神兼备，注重“真趣”和“气韵”。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原收入《弇州山人四部稿》，有万历刻本和《四库全书》本。论述诗文的八卷被丁福保辑入《历代诗话续编》，附录中论词曲部分曾另行刊刻，分别题为《词评》和《曲藻》，《曲藻》还被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焚书》
 　亦名《李氏焚书》。明李贽著。六卷。收有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自序》称此书“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故命之曰“焚书”。该书揭露统治者的无能与腐败，鞭挞理学家的伪善与丑恶，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提出“童心”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和封建伦理道德相对立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文艺只有表现“童心”，反映人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才是具有自然之美的有价值的作品。指出文艺创作必然伴随着作家强烈的情感冲动，好的文艺作品都是“发愤之所作”，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与作者所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提倡“自然之美”，反对封建礼教对内容的限制和声调格律对形式的束缚。提出“化工”与“画工”的审美标准。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初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生前刊行多次，明季曾两经禁毁。今本为李贽死后由别人重编刊行，其中增补了一些万历十八年以后的作品。另有《续焚书》五卷，系李贽门人汪本珂于万历四十六年辑录刊行。


《琴赋》
 　明李贽著。论述了音乐的本质、音乐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提出音乐美在于主客观统一的观点。沿袭《乐记》说法，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认为音乐发自人的内心，为表达人的情感而产生。音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人们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竞”。受禅宗惠能“风动幡动”说影响，认为“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而不知手亦有声也”。强调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收入《焚书》卷五。


《画引》
 　中国古代画学论著。明顾凝远撰。一卷，凡十一则。为兴致、气韵、笔墨、生拙、枯润、取势、画水、写生、画评、元人画评、国朝画评等。强调创造的随意性，“当兴致未来，腕不能运时，径情独往，无所触则已”，“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画之生意出矣”。继承气韵说，“六法中第一气韵生动，有气韵则有生动矣”，但又有所发展，提出“气韵或在境中，抑或在境外”的观点。在用笔生拙问题上，提出“元人用笔生，用意拙，有深义焉”、“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用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深致也”等观点，认为只要生有深义、拙得自然，便能文、能雅。有《说郛》本、《佩文斋书画谱》本、《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画论丛刊》本等。


《书法雅言》
 　明项穆撰。一卷。凡十七篇。以儒学思想为旨评述书法，认为“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强调书法的“正统”，将王羲之与孔子并列，排斥苏轼、米芾，认为后世有成就的书法家，皆不过是继承王羲之的某一方面。又受王阳明思想影响，以“六经非心学乎？传经非六书乎？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的逻辑将书学纳入心学系统，认为书法是人心、人格的表现，书法决定因素“在心不在手”。“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书法审美上以儒家“中和”为本，“圆而能方，方而后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在“形质”中，除“中和”、“肥”、“瘦”三种书法风格外，还提出“瘦而实肥”的“清妙”和“肥而实秀”的“丰艳”。版本甚多，有《四库全书》本、《艺海珠尘》本、《美术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明汤显祖作。论述了戏剧的产生与发展、戏剧的力量和作用、演员的修养和表演诸问题。认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因此，戏剧起源于“情”。指出戏剧的力量和作用，在于表现人生、表现历史的极大可能性，能够“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万物之途，攒古今之千变”，从而说明戏剧可以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突破现实时空的限制，在舞台上创立一个意象中的世界；还指出戏剧具有感发人情、陶冶性灵、启迪良知的伟力。总结了表演艺术的规律性，即要求演员全身心献于艺术，“一汝神，端而虚”，“绝父母骨肉之累，忘寝与食”；注重平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动则观天地人鬼世器之变，静则思之”，“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长者食恬淡以修声”；有求真而传神的艺术表演，“微妙之极，乃至有闻而无声，目击而道存”；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引起联想，进入完全忘我的境界，“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来，赏叹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载于《汤显祖诗文集·玉茗堂文之七：记》。


《乐律全书》
 　中国古代音乐论著。明朱载堉（1536—约1610）撰。四十五卷，包括《律吕精义》内外篇、《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通融》等十五种。其中《律吕精义》通过精密计算与科学实验，创造“新法密率”，是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平均划分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声学理论。继承《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关于音乐和谐与度量数理密切相连的思想，认为数理是古今音乐中一贯具有的。同意孟子“今之乐犹古之乐”的说法，认为古人乐谱虽已亡失，“然其理则未尝亡也”。提出要探讨古乐之理，“莫若先自今乐所易知者以发明之”。主张“律学当以穷理为先，理明而后数定，数定而后制成，制成而后音和，音和而后气应”。但又认为“夫河图雒书者，律历之本源，数学之鼻祖也”。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原刊本，万有文库影印本等。


《诗薮》
 　明胡应麟著。共二十卷。计内编六卷，分论古、近体诗；外编六卷，历评周、汉、六朝、唐、宋、元各代诗歌；杂编六卷，论及亡佚篇章、载籍，以及三国、五代、南宋和金代诗；续编二卷，系论明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作品。受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影响，论诗主张尚格与尚变的统一，提倡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重视诗歌创作的“兴象”，强调情景交融。在艺术风格上提倡“随语成韵，随韵成趣”的自然美。显示出由格调说折入神韵说的趋向。有明万历年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清末广雅书局刻本。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整理本。


《画禅室随笔》
 　明董其昌撰。共四卷。卷一论书法，分“论用笔”、“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四节；卷二论画，分“画诀”、“画源”、“题自画”、“评旧画”四节；卷三评诗文，分“纪事”、“纪游”、“评诗”、“评文”四节；卷四分为“杂言”上下、“楚中禅笔”、“禅说”。以禅论诗画，强调“神韵”。推崇文人画，主张落笔须有“士气”，要“绝去甜俗蹊径”。提出山水画的南北宗之说，扬南抑北，推崇“南宗”为文人画正脉。主张画以天地造化为师，诗以山川为境。在书法技巧上提倡“虚实互用”，提出“字须熟后生，画须生外熟”，“书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对晚明以后画论有深远影响。此书系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杨无补辑录，皆为董其昌诗文集《容台集》所未载，但未注明见于何处。所采诸条多有误入者。有《四库全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清瘦阁读画十八种》本、《艺林名著丛刊》等。


《画旨》
 　明董其昌撰。一卷。凡一百六十余则。与《画禅室随笔》、《画眼》二书所载内容范围互有异同。其中，与莫是龙《画说》重复各条，亦分别注明。对画法、画品等有所论说，间有题跋自画和古画之语。倡模古：“画家以古人为题，已是上乘。”重写意自然：“朝起看云气变幻，可收拾笔端”，“画家当以天地为师”。对画体讲究文人“士气”，取法南宗，有“崇南贬北”倾向。对画法提出画人物须“顾盼语言”，写生要“花果迎风带露，禽飞兽走，精神脱真”。评价“米元章作画，一洗画家谬习，观其高自标置，谓无一点吴生习气”。还主张创作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等，对后世有所影响。《说郛》载《论画琐言》，文字与此同，段落先后有异。后学有所辑录，今人于安澜加以订补，得二百一十条。


《诗归序》
 　中国古代论诗著作。明钟惺、谭元春合力编选隋以前古诗十五卷，称为《古诗归》，编选唐代诗歌三十六卷，称为《唐诗归》，合名《古唐诗归》，也称《诗归》。钟、谭分别为之作序。在《序》中，钟惺揭橥编选此书的宗旨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提出“求古人之真诗”，习古人之精神，反对在形式和技巧上摹拟抄袭古人。认为欲求“古人之真诗”，必须“察其幽情单绪”，“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谭元春提出编选《诗归》的原则是“期在必厚”。认为“厚”必须以“性灵”为基础，指出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要“自出眼光”，须与古人相互交流。调和“性灵”和“复古”之说，标举“幽深孤峭”，认为诗人只有排除尘世俗念，“独坐静观”，在孤身独处的环境中陶冶自己的审美情趣，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胸怀，才能够触景生情，写出淡远隽永，具有审美效应的诗篇。《诗归序》集中阐述了竟陵派的诗歌美学思想，在明末影响颇大。见于明末刊本《诗归》卷首，并分别收入《隐秀轩集》和《岳归堂集》。


《绘事微言》
 　明唐志契著。四卷。后三卷采录自南齐谢赫至明屠隆、沈颢、李日华诸家的二十六种画论，第一卷则为作者自撰，凡五十一则，各有标题。主张画山水“最要得山水之真性情”（《山水性情》），故画家应看“真山水”，“法自然”，“看得多，自然笔下有神”（《画有自然》）。提出“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山水性情》），要求画家借山水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写出一点洒落不羁之妙。”提出“气韵生动与烟润万同”（《气韵生动》）说。今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论丛刊》。


《画塵》
 　中国古代画学论著。明沈颢撰。一卷。分十三项：表原、分宗、定格、辨景、笔墨、位置、刷色、点苔、命题、落款、临摹、称性、遇鉴，凡三十七条。认为绘画亦分南北宗，南宗画受南宗禅影响，而北宗画则受北宗禅影响，具有不同的审美风格：“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出韵幽澹，为文人开山”，“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认为绘画是情性的自然流露，“称性之作，直操元化。盖缘山河大地，器类群生，皆自性见。其间卷舒取舍，如太虚片云，寒塘雁迹而已”。同时要求绘画“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声”。特别主张落款对于绘画的重要性，“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后来书绘并工，附丽成观”、“一幅中天有天然候款处，失之则伤局”，但这“天然候款处”，不能阻碍画通气的“灵光”，不要写成方块，要有错落、变化，以长行助画势。在意境上还表达了一种“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的审美创见。有《续说郛》本、《昭代丛书》本、《佩文斋书画谱》本。《美术丛书》、《画论丛刊》、《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等均有收录。


《传习录》
 　王阳明的讲学语录和论学书信，分上、中、下三卷。“传习”一词源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卷上是王阳明讲学的语录，卷中主要是王阳明写的七封信，卷下是部分语录和《朱子晚年定论》。全书由他的弟子徐爱、薛侃和钱德洪等编辑而成。继承孟子的“良知”说，提出“致良知”的理论，也是王学体系的核心。该书还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是研究王阳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单行本有清《学海类编》本、《国粹丛书》本等。


《山歌·序》
 　明冯梦龙著。《山歌》又名《童痴二弄》，是以吴语地区为主的民歌集，凡十卷，380首，该“序”是作者关于民歌的集中论述。将民歌与文人之诗相对比，以前者之真否定后者之假，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肯定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音，肯定作为“民间性情之响”的山歌“情真而不可废”。指出：“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是私情谱耳。……且今虽季末，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其思想与李贽“童心”说相通。


《升庵诗话》
 　明杨慎撰。共十四卷。不满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的拟古蹈袭之弊，强调诗歌是诗人的性情之作，“是发诸性情而协于音律，非先协音律而后发性情也”（《李前渠诗引》），重视诗人的才与学。主张向历代诗歌学习，特别是向六朝和唐代优秀诗歌学习，对宋诗也给予了重视和肯定。论诗主“天然”、“清新”与“含蓄蕴藉”，推崇王维、韦应物等。收入《升庵文集》、《历代诗话续编》。今有中华书局校点本等。


《词谑》
 　中国古代戏曲论著。明李开先著。写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词谑，收录滑稽讽刺的曲文和故事；第二部分是词套，选录评论几十套风格各异的散曲和杂剧曲文；第三部分是词乐，记录了一些演员的轶闻趣事；最后一部分为词尾，举例说明尾声的作法，提出“急并响亮，含有余不尽之意”的美学要求。反对复古模拟，重视民间通俗文艺，认为“真诗只在民间”。论戏曲创作重“本色”，主张恢复元曲的优良传统，对声韵的要求严格但不僵死。对扭转当时多尚“虚文”的戏曲创作风气不无积极意义。有明嘉靖刻本和清康熙间陆贻典珍本。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李开先集》。


《曲品》
 　戏曲论著。二卷。明吕天成著。自序云写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品评万历以前戏曲作家九十人，散曲作家二十五人，戏曲作品一百九十二种。具按神、妙、能、具四品分类排列，并酌加评语。上卷专品作家，下卷专品作品。以《琵琶记》作者高则诚为“神品”，称其“特创调名，功同仓颉之造字，细编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化工之肖物无心，大冶之铸金有式”。作品中则以《琵琶》、《拜月》为“神品”。总结前人戏曲创作经验，论述了戏曲美学上曲、词、意等关系问题。认为传奇定品，以意为先。“凡南剧，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主张戏曲应“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写世态炎凉曲尽，真足令人感喟发愤。”在词句上，称赞“天然本色之句”、“词极古质，味亦淡然”。对戏曲中“虚”“实”、“俚”“雅”的关系，亦有论述。“有意驾虚，不必与实事合”。“近俚处，具见古态”，“有意通俗，不必作绮丽观。”原有明万历刻本，已不传，存有暖红室刻本、吴梅校本、曲苑本等，皆出于曾习经旧钞本。现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较为完备。


《远山堂曲品》
 　明祁彪佳撰。一卷。成书于明崇祯七年至十六年（1634—1643）间。仿效吕天成《曲品》体例，内容有所拓展。依次分所收传奇为妙、雅、逸、艳、能、具六品，另有杂调一类，专收弋阳诸腔剧目。每剧各加短评。现存残稿收传奇剧目四百六十七种，属于逸、艳、能、具四品与杂调，又有部分雅品残稿，妙品不可见。品评标准主要包括三项：调合韵律、词当本色、事关风教。但同时强调品评的灵活性和宽容性，从多方面考察，认为“文人善变，要不能设一格以待之”，只要有可取之处，即予肯定：“予之品也，慎名器，未尝不爱人材，韵失矣，进而求其调；调伪矣，进而求其词；词陋矣，又进而求其事。或调有合于韵律，或词有当于本色，或事有关于风教，苟片善之可称，亦无微而不录”。还强调品评标准的客观性，《曲品叙》云：“予操三寸不律，为词场董狐。予则予，夺则夺，一人而瑜瑕不相掩，一帙其雅俗不相贷。”力求贬褒适当。由此其入选剧目远多于吕氏《曲品》，特别是收录了一些被吕视为“不入格”而摈弃不录的“坊间俗本”。原稿因清初战火未及刻印而残，现存版本有明远山堂蓝格稿本和明启元社黑格钞本，今有黄裳《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本（后有叶德钧《补校》，收入《戏曲小说丛考》），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以远山堂蓝格残稿本作底本并据黄裳校录本补入序文及凡例）。


《远山堂剧品》
 　明祁彪佳撰。一卷。体例与《远山堂曲品》相类。主要著录明人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分六品：妙品二十四种，雅品九十种，逸品二十八种，艳品九种，能品五十二种，具品三十九种。每剧各加短评。品评注重首创精神和创作个性，标举“境界妙，意致妙”，“不知其何以入妙”的自然真趣。审美效果一方面要“宛若逼真”，一方面还要“咀之味愈长”。同时重“情”，“情至之语，气贯其中，神行其际”，但要“情与景会，意与法合”。语言方面，推重本色，“淡淡说去”、“融炼无痕”、“设色在浓淡之际”，得“镜花水月之趣”。另有“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于歌笑中见哭泣”，“以冷眼写出热心”等美学观点。有明远山堂蓝格原稿本和明启元社黑格钞本；今有黄裳《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本，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顾曲杂言》
 　明沈德符撰。一卷。系后人对《万历野获编》中戏曲资料部分辑录而成。专论杂剧、南曲、北曲之别。认为元人未灭南宋以前，以杂剧试士。宋时乐歌，未必分南北曲也。如此分类，亦有区别：“箫、管可入北词，而弦索不入南词，盖南曲不仗弦索为节奏也。”论作家作品，承前人重当行本色，反对“乏生动之色”的骈绮派剧作。如赞扬《拜月》“问答往来，不用宾白”，“活脱逼真”；而《西厢》“肉胜于骨”。在品论《玉合记》时，批评当时传奇剧堆砌辞藻的毛病：“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欲博人宠爱，难矣”。同时反对沈璟“恪守词家三尺”，“词堪入选者殊少”；肯定民间小调“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的审美效果。传本较多，有编修程晋芳家藏本，今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曲论》
 　明何良俊原著，后人从何氏所著《四友斋丛书》中摘抄辑录而成。戏曲批评突出当行本色，强调“语不着色相，情意独至”，要求用自然平实的戏曲语言。还要求戏曲要表达人真实的内在情感，提出“情辞易工”观点。强调戏曲的生活气息，有“蒜酪”风味。特别重视声律问题，反对堆砌辞藻。书中对《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等古典戏曲的评论曾引起广泛争议。主要传本有《古学汇刊》本、《新曲苑》本，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南词叙录》
 　中国首部关于南戏的理论批评著作。明徐渭撰。共一卷。成书于嘉靖年间。内容包括南戏的源流发展、风格特色、声律音韵等，也有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术语、方言的考释。书中提出不少精辟新颖的观点。主张要救“南戏之厄”，因此批判当时重北曲轻南戏的错误倾向，抨击“文而晦”的艺术风格，不满南戏囿于传统的刻板音律，推崇“本色”而“家常自然”的戏曲语言等。该书明、清两代仅有钞本传世。民国后才刊印流传。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壶隐居黑格钞本，另有《读曲丛刊》本（据壶隐居本翻刻）；《增补曲苑》本（据《曲苑》本排印），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度曲须知》
 　中国古代戏曲音乐论著。明沈宠绥（？—1645）著。宠绥字君征，号适轩主人。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该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刊印。分二卷三十六章。对南、北曲之源流、兴衰，声腔、伴奏之改革，腔、词之演唱等作了分别论述。其中的四声批窾（附四声宜忌总诀）、出字总诀、收音总诀、入声收诀、收音谱式，分别针对南北曲演唱中的腔词关系、咬字的技巧及方法、唱词的归韵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在吸取其师王骥德等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更深入研究，特别在对于曲学研究，注重文字声韵的审美规律，清唱的美感等问题上，总结了古代戏曲声韵学审美规律，对研究古代曲学的唱曲规律有很大参考价值。有明崇祯年间刻本等，今收入《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园冶》
 　中国古代最早的园林美学专著。明计成撰。成书于明崇祯七年（1634）。最初取名为《园牧》，以后改成《园冶》。共三卷。一卷分《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二卷全志栏杆。三卷分《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提出“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原则。强调“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利用天然地势，将人工美与自然美结合起来。提出借景是园林建筑最重要的艺术原则，认为借景之法分为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数种，它可通过空间的组织和布置，丰富美的感受，创造艺术意境。并具体论述造园的具体工艺和方法，其立论皆从造园美学出发，力求表现我国园林中造园与建筑调和之美。此书对清初李渔等人的园林建筑艺术的思想有直接的影响。初刻于明末，除李渔《闲情偶寄》有一语道及，此外未见著录。1931年，陶湘以明刻本为底本，所阙第三卷以清抄本补入，并校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刻本，影印出版。198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注释本。


《长物志》
 　明文震亨撰。成书于泰昌元年（1621）。书名本于《世说新语·德行》中王恭故事，取意身外余物，自嘲其所述皆士大夫仕途正业之余趣。十二卷。分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类。涉及园艺建筑、书画饮食、家具服饰等艺术和审美问题。前四卷直接与造园理论相关，在“室庐”卷中，介绍了各种建筑类型及装修，并提出其核心的美学设计和评价标准：雅、古。“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萧疏雅洁，又本性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义矣”。对于室内设计：“一般设卧榻一、榻前仅置一小几，几上不设一物；设小方杌二，小橱一；室中清洁雅素，一涉绚丽，便如闺阁中，非幽人眠云梦月所宜。”谈到摆设又突出其美学趣味，“秘阁以长样古玉璏为之，最雅”。“花木”卷分门别类列举园林中常用的四十二种观赏树木和花卉，并详细描写它们的姿态、色彩、习性以及栽培方法。“水石”卷分别讲述园林中常见的水体和石料共十八节，并强调“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以小见大的堆山叠石原则。其造园美学原理在中国园林建筑美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四库全书》本、《古今说部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美术丛书》本等。1984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校注本。


《曲律》
 　亦称《方诸馆曲律》，中国最早一部论述南北曲作曲的著作。明王骥德著。始撰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经过十余年增改后定稿。四卷四十章，分别探讨南、北曲源流，南曲声律，传奇作法以及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的许多重要问题，并对元、明两代戏曲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广泛的品评。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戏剧创作规律。提出写剧本要重视布局和剪裁；情节不荒诞，构思不入俗套，不生节枝。强调戏剧语言要本色自然，不宜生造，既要情意婉转，又要铿锵上口。议论周详，见解精湛，系统性强，对当时和后世的戏曲创作和戏剧美学理论都有较大影响。今存明天启四年（1624）原刻本，并收入《指海》、《读曲丛刊》、《增补曲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


《琴书大全》
 　明蒋克谦编著。于万历十八年（1590）刊印传世，是现存收录古代琴学文献最多的一部类书。共二十二卷。前二十卷收录历代有关琴学的记载，末二卷收琴曲六十二首，其中有一些独特的传谱。该书对古琴的演奏场合、演奏人的身份及演奏前后的程式都有规定，如“疾风甚雨不弹、廛市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排斥郑卫之音，强调古人志趣：“今之世唯务雕锩绮靡，往往流入郑卫之音，使后辈逐末忘本，古人之志趣远矣”（《琴书大全》），重视音乐“美畅其道”的功能：“其曲有畅、有操、有引、有弄。《琴论》曰：‘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后收入《琴曲集成》第5册。


《大还阁琴谱》
 　一名《青山琴谱》。明清之际徐上瀛编著。共收琴曲三十二首。谱后附有《万峰阁指法[image: ]
 笺》、《溪山琴况》各一卷。《溪山琴况》仿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创立琴况二十四论，以和、静、清、远等二十四字为题，阐述运指、用力、取音等弹琴要点。以“和”为纲，提出琴曲的最高境界是“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要达到“和”的境界，首先必须做到心静气清神远。推崇古雅淡逸的风格，反对俚俗柔媚。探讨轻与重、迟与速、宏与细、正与奇、虚与实、清与浊等音乐形式美的对比、和谐关系，及其在音乐抒情写意中的作用。对清代琴坛影响较大，清康熙十二年（1673）蔡毓荣刊行，后收入《琴曲集成》等。


《青山琴谱》
 　即“大还阁琴谱”。


《溪山琴况》
 　见“大还阁琴谱”。


《尺牍新钞》
 　明清之际文人的一部尺牍总集。清初周亮工（1612—1672）纂。辑录明末清初二百三十余人的近千篇尺牍，汇为十二卷。涉及诗歌、戏曲、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门类及自然美鉴赏，保存了明清之际一些美学思想的资料。强调“性情者，诗与文之枢与轴也”（周容《与史立庵》）。认为作家创作必须“胸中无物，眼底无人”（黄虞龙《与客》）；“学古人可也，学学古人不可也”（严首升《答江陵诗社八子》）。讨论了艺术创作技巧与审美鉴赏方面的许多关系，如难与易、真与假、虚与实、美与丑、奇与正、粘与离、中与边、乱与整、松与密、曲与直、典与凿和繁与减等。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审美意识和文艺思潮的特点。有上海杂志公司《尺牍新钞》本，又有岳麓书社1986年版点校本。


《日知录》
 　明清之际顾炎武著。三十二卷。读书札记。自云“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内容包括经义、政事、世风、礼制、艺文、兵事、天象、术数、地理等，反映了其哲学、政治、社会思想。书中艺文部分，论及文艺与社会、当世的关系，诗、画的创作原则，批评了明末“人情弥巧，文而不惭”的文坛劣风。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命题，认为文之衰、久，取决于是否对天下后世有益，作者应以“明道”、“救世”为己任，摈斥一切“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的“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主张文切世务，画写故实，反对以“巧言”“悦人”，“以文辞欺人”。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在“义”与“韵”之间，应以“尽意”为上，“文能发意，则韵虽疏无害”。力倡出新，反对雷同、模仿，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将“毋剿说，毋雷同”作为“立言之本”。提出“诗体代降”的理论，论及学习古诗似与不似的关系，“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顾炎武生前仅刊八卷，至康熙中，潘耒从其家中求得手稿，刻成三十二卷行世。书中错误之处，曾经阎若璩等订正。道光初，黄汝成博采诸家之说，撰成《日知录集释》。近人黄侃有《日知录校记》。


《薑斋诗话》
 　亦作《姜斋诗话》。明清之际王夫之（号薑斋）著。包括《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南窗漫记》三卷。其中卷二《内篇》尤为重要。强调作文“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以行”，反对在一人一事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继承中国诗论重视借物写意抒情的传统，认为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情景“互藏其宅”，从主客体审美关系上论述了两者在诗中的地位及作用。认为诗歌里任何客观景物描写，都包括诗人主观上的感受。其情意是“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从直接的生活体验得来。情景不仅相互触发，相互辉映，还可出现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矣”。认为“即景会心”、“自然灵妙”，即可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强调艺术灵感作用，要求把握兴会浓烈时一刹那的感觉。主张写诗从“己情之所自发”，反对“立门庭”和“依附门庭”的陋习和画地为牢的死法。近人丁福保汇编《清诗话》中，《薑斋诗话》仅《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二卷。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印本，较为完备。


《姜斋诗话》
 　即“薑斋诗话”。


《古诗评选》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选取西汉至隋近千年间100多位诗人的作品共840首，分别作出点评。推崇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旨，张扬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肯定《古诗十九首》和曹丕、谢灵运、阮籍等诗人的诗歌作品。认为阮诗“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谢诗“言情则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蚃而执有象；取景则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于一目”，“亦理亦情亦趣，逶迤而下，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批评曹植及后代“元白”、杜甫、陈子昂等人的诗作。反对“立门户”、“死法”，标举“神理”、“兴会”。今有文化艺术出版社校点本，并收入《船山全书》。


《第五才子书》
 　中国古代小说评论著作。明清之际金圣叹尝谓《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为天下六才子书，《第五才子书》即指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本。包括：《序一》、《序二》、《序三》、《〈宋史纲〉〈宋史目〉批语》、《读第五才子书法》、《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自序》以及《楔子》和七十回文。因不满于《忠义水浒传》把宋江写成投降派的做法，删除了原书名的“忠义”二字，且删去原本中的后四十九回，只保留前七十回。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提出文、史叙事之别：“《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重视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注重人物动作和语言的个性化，如对某处鲁智深话语的批语曰：“非鲁达定说不出此语，非此语写不出鲁达，绝妙！绝妙！”重视作品结构的整体性与小说创作中的技巧运用，提出“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弄引法”等十几种具体方法。另注重作家的生活体验对于创作的作用。原书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贯华堂第五才子书》之名出版，中华书局曾影印出版，今有中州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第六才子书》
 　亦名《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金圣叹批本西厢记》。明清之际金圣叹《西厢记》批评本。成书于清顺治十三年（1665）。因作者将《西厢记》作为《第六才子书》，故名。改《西厢记》为四本十六折，剧前有序二篇，《读第六才子书法》八十一则，每折前均有总批，连同全剧前批语共十七篇。力驳《西厢记》主题为淫书说，认为“《西厢》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并认为“《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欣赏《西厢记》的篇章结构严密完整，“一部《西厢记》真乃并无一字，岂但并无一字，真乃并无一句，一部《西厢记》只是一章”。赞赏创作中的“虚写”，“自古至今，无限妙文必无一字是实写”。认为“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西厢记》最是解此意”。另总结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技巧，如“狮子滚球法”，“移堂就树法”，“月度回廊法”等。有贯华堂本、郁郁堂本、奚善堂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等点校本。


《诗筏》
 　清初贺贻孙著。其自序云：“二十年前与友人话诗，退而书之，以为如涉之为筏也，故名曰《诗筏》。”意谓此著可作为诗歌创作和鉴赏的渡河之筏。对诗歌的创作、风格、结构、技巧及历代诗人、诗作、流派多所论述。主张“诗文之厚，得之内养，非可袭而取也”，“所谓厚者，以其神厚也，气厚也，味厚也”。认为“诗文有神，方可行远。神者，吾身之生气也”。提出“蕴藉风流”说，认为惟风流乃见蕴藉。诗文不能风流，毕竟蕴藉不深。提出“无理有情”、“温柔婉恋，使人不觉为怨，真可以怨者也”等观点，体现了当时较高的审美趣味。是中国古代美学总结阶段出现的诗歌美学专著，但影响不大。收入清道光敕书楼藏版《水田居遗书》，又收入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


《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内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二百三十四个小题，论及戏曲剧作和表演、妆饰打扮、园林建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树、医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在戏剧美学上，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浑、格局六方面探讨剧本创作的理论和技巧。主张“脱窠臼”，以新奇机趣为戏曲审美境界。强调“结构”对戏曲艺术的重要意义，“读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结构中又强调“立主脑”，要求主题鲜明，中心线索突出。指出“头绪繁多”，“人人应接不暇”为“传奇之大病”。为使作品脉络清楚，当“减头绪”。要求从耳闻目见的家常事中发掘题材，挖出新意。强调艺术的虚构加工和传奇的“机趣”。比较曲文与诗文在词采上的不同：诗文之词“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之词“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主张戏剧应雅俗共赏，贵浅不贵深：反对“日流粗俗”。清康熙十年（1671）由翼圣堂首次雕版印行，题名《笠翁秘书第一种》，分十六卷。后李渔自编其诗文为《一家言》，《闲情偶寄》改名《笠翁偶集》并为六卷，收入其中。现存有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所刊《笠翁一家言全集》本。1936年收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今有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画筌》
 　清笪重光著。一卷。用骈体文写成。认为书画同源，“绘心”同于“文心”，“画法原通于书法；风神超逸，绘心复合于文心”。强调绘画的根本要义是“抒高隐之幽情，发书卷之雅韵。点笔闲窗，寓怀知己；偶逢合作，庶几古人”。强调画家创作灵感与主观情思在绘画中的作用，赞赏“偶尔天成”，认为“加以人工而或损”。注重画家主观情思与客观对象的“意中融变”。提出“皆具澄清味象，各成一家；会境通神，合于天造”。阐述了绘画中动与静、虚与实、浓与淡的相反相济关系，强调画家人品与画品的一致，“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清康熙十九年（1680）画家王翚、恽寿平曾为之分段作评。后画家汤贻芬将其分篇整理，有《原起》、《论山》、《论水》等十一篇，取名《画筌析览》。今有吴思雷注单行本。另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论丛刊》、文物出版社《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原诗》
 　清叶燮著。分内外篇，每篇又各分上下卷。“内篇标宗旨也”，阐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外篇肆博辨也”，泛论诗歌创作各方面问题。题名《原诗》，旨在推究和论述诗歌创作的一些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提出“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通过分析诗歌史上“正”、“变”、“盛”、“衰”关系，全面论述了艺术发展中相续相禅、相承相成的历史联系。从“在物”与“在我”两面论述作诗之本。将“在物者”概括为“理、事、情”，认为文艺作品正是对“理”、“事”、“情”的真实反映。将“在我者”即艺术家的创造能力概括为“才、胆、识、力”，认为四者交相为济。主张“文”、“质”的统一，强调诗人“胸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诗歌的特点在于写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诗歌的艺术构思应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反对明七子复古派模拟因袭的诗风，主张“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为继《文心雕龙》、《诗品》后有严密完整体系的论诗著作，也是创造性地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的著作，收入《己畦文集》中，《清诗话》并作一卷，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原诗》校注后与《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合为一册出版。


《苦瓜和尚画语录》
 　清石涛撰。因其别号“苦瓜和尚”，故名。亦名《石涛画语录》。生前即流传抄本，署名“全州道济石涛著”。晚年增删后曾以《画谱》名印行。凡十八章，先叙画理、次述方法、再讲作用。提出“一画之法”的理论。倡“了法”，认为“法自画生”。斥责“泥古不化”之弊，指出“圣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崇尚艺术独创精神，注重艺术个性，“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提出“受”的概念，指出画家对于绘画的创造力即为“受”，要求“尊受”，“自强不息”。强调笔墨为中国绘画之基本功。认为“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提出“笔与墨会，是为[image: ]
 缊”的审美境界，认为画山水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认为画家须有“远尘”、“脱尘”的心灵境界。提出“资任”，以说明“必先资其任之所任，然后可以施之于笔”。文中部分章节，措辞玄妙，掺杂老庄思想和禅语，颇难理解。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等。另手写刻本《画谱》，文字与本书稍有出入，内容基本相同，1960年由上海博物馆影印出版。


《石涛画语录》
 　即“苦瓜和尚画语录”。


《乐府传声》
 　中国古典戏曲声乐论著。清徐大椿（1693—1772）著。椿一名大业，字灵胎，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精医学，又通词曲之学，晓音律，擅度曲，对唱曲理论颇有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问世。该书继承、发展了魏良辅、沈宠绥以来昆腔演唱理论的各家之说，文中对字音之四声阴阳、归韵收声、唱法起调高低、断连顿挫、轻重徐疾、曲情、宫调、板眼等要求与方法具有独到见解，并以南、北曲为例，提出以“正字音、审口法、别宫调、重曲情，放声喉咙”的演唱原则，主张声情兼备而以“情”为重。强调在生、旦、丑、净等不同角色中把握不同人物性格和感情特征。将行腔中的“归韵”等问题提到情感交流的美学高度加以评论，较为细致探讨了表现技巧、音乐形式与内在音乐形象等的关系。


《长生殿·例言》
 　中国古代戏曲论文。传奇剧本《长生殿》的例言。清洪昇撰。《长生殿》定稿时，与《自序》同列卷首。作于康熙年间。此文主要论述创作《长生殿》的经过及作者的戏曲理论。提出“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命题，以概括《长生殿》的美学特征。强调事从真实、义崇雅正，“若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其《自序》也称：“盖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论曲重“情”，言此剧“专写钗盒情缘”，“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重视韵调，言此剧创作“恪守韵调，罔敢稍有逾越”。形式、情节力求出新。《长生殿》主要有康熙间刊本、光绪间刊本等，今有多本校注本。


《桃花扇·小引、凡例》
 　中国古代戏曲论文。传奇剧本《桃花扇》卷首附言。清孔尚任作。卷首另附有《小识》、《本末》、《纲领》等。《小引》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凡例》亦作于康熙年间。明清易代，文人多家国之恨，出现一批描写历史题材的戏曲作品，张扬写实风气。《小引》中指出此剧创作之目的在于揭示有明一代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从而“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凡例》亦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亦重艺术创造，称对“儿女钟情，宾客解嘲”、“稍作点染”。在创作手法上，主张脱去熟径、“独辟境界”、不落厌套。结构应“脉络连贯”，苦心经营。用典力求“信手拈来”，“化腐为新，易板为活”。曲名取旧，用语取新：“曲名不取新奇”；“词必新警，不袭人牙后一字”，“宁不通俗，不肯伤雅”。人物形象的塑造力求“须眉毕现，引人入胜”，“面目精神，跳跃纸上，勃勃欲生”。反映了作者对戏曲创作理论的基本看法。《桃花扇》主要有康熙间刊本、光绪间刊本等，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注本。


《渔洋诗话》
 　清王士禛撰。三卷。成于作者晚年。内容以记录“生平与兄弟友朋论诗，及一时诙谐之语”为主。论诗服膺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和徐祯卿《谈艺录》，参钟嵘“滋味说”、严羽“兴趣说”和徐祯卿“感兴说”而倡“神韵”、“妙悟”和“兴会”。崇尚“天机自呈”和“风怀澄澹”，认为“律句有神韵天然，不可凑泊者”，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欣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审美境界。创作主“兴会”说，即“伫兴而就”、“偶然欲书”，赞扬萧子显“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可力构”之论。有《王渔洋遗书》、《四库全书》、《诗触》和《清诗话》等本。


《带经堂诗话》
 　清王士禛著。共三十卷。门人张宗柟辑其论诗之语汇编而成。包括有《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渔洋文》、《古诗选凡例》、《渔洋诗话》等18种作品的论说与观点。全书分综论、悬解、总集、众妙、考证、记载、丛谈、外纪各门，对诗歌艺术与中国历代作家作品创作有全面的论述与考辨。《带经堂诗话》也体现出了王士禛诗话理论的核心主张：“神韵说”。认为“兴会神到”是诗歌艺术的审美诉求，故而以“清”、“远”为诗歌艺术之审美特性。有初刻乾隆版，同治十二年刊本、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今多以同治广州藏修堂刊本为底本。


《随园诗话》
 　清袁枚（号随园）著。十六卷，补遗十卷。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赞许“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之说，认为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又批评翁方纲“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的“学问诗”，认为“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主张独创，提出“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反对模拟抄袭，提出“描诗者”，“诗中之乡愿也”。标举“性灵”，认为“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著。作者自三十五岁始撰，历时三十余年至逝世时尚未完稿。今有两种版本，篇目不一。收入《章氏遗书》本，分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另道光十二年（1832），学诚次子华绂在开封另行编印本，即“大梁本”，为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两种版本，内篇除排列次序及分卷不同外，前者多出七篇，大体无多殊异。惟外篇差异较大。前者为“驳议序跋书说”，后者为方志之文。书中着重阐明“六经皆史”之旨。哲学上提出“道寓于器”（《原道下》），肯定“盈天地间惟万物”（《匡谬》）。美学思想上，阐述了文与道、辞与理及情、气文理的关系。论述了“天地自然之象”与“人心营构之象”的联系与区别。倡言以“清真”为审美标准。其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辨似》、《说林》、《文德》、《史德》、《易教》等篇中。1956年古籍出版社曾据《章氏遗书》本排印。


《说诗晬语》
 　清沈德潜著。上下二卷，共二百三十六条。论说先秦至明的诗歌源流、功用、技巧等问题。论诗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本，“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论诗尊唐溯源，“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批评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认为其失“温柔敦厚之旨”，“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承叶燮以“胸襟”、“才胆识力”评诗之论，以“襟抱”和“学识”两原则评论诗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并认为“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认为诗歌应言之有物，“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在诗歌的表达艺术上，重视“比兴互陈”的手法和“反复唱叹”的情韵，赞赏“托物连类以形之”、“借物引怀以抒之”的表达方式。版本较多，主要有《沈归愚诗文全集》本、《诗触丛书》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清诗话》本等，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校注本等。


《复鲁絜非书》
 　中国古代美学论文。清姚鼐作。主要阐述了美学风格上的阴阳刚柔说，概括中国古代文艺风格：“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阴阳刚柔之分，是古人依据自然现象对事物的一种概括，《周易》为其滥觞。之后，刘勰、严羽、张[image: ]
 、茅坤等人都有所发挥。姚鼐在前人基础上，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精确分析两种风格的特点，指出“阳与刚之美”，“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阴与柔之美”，“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不但说明两种风格的特点，还对两者相反相成的关系进行了说明，认为“惟圣人之言”才会“统二气之会而弗偏”，以此作为美学的最高典范。对后来的桐城派有较大影响。后收入《惜抱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文论选》。


《佩文斋书画谱》
 　中国古代书画学论著汇编。清王原祁等纂辑。凡一百卷，其中第一卷至第十八卷，为论书体、书法、书学、画体、画法、画学、画品；第十九卷至第二十一卷为历代帝王书、画；第二十二卷至第五十八卷为书法家传、画家传；第五十九卷至第六十六卷为历代无名氏书及画；第六十七卷至第六十九卷为历代帝王书画跋；第七十卷至第八十七卷为历代名人书画跋；第八十八卷至第九十卷为辨证；第九十一卷至第一百卷为历代鉴藏。分门列目，凡所征引，皆注明出处。所取材之书计一千八百四十四种。为有书画谱以来最为完备的资料书，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有扫叶山房本、中国书店影印本等。


《花部农谭》
 　清焦循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署名“雕菰楼主人”。作者突破传统的正、变、雅、俗观念，推崇民间通俗戏曲。时人均以“吴音”（昆腔）为戏坛正宗，列入“雅部”；贬民间戏曲，称为“乱弹”，下列“花部”。而作者大胆宣称“余独好之”。指出“‘花部’原本于元剧”，进而以民众审美趣味为据，以审美移情力为准，对两者作了分析对比，认为昆曲以内容而论，题材狭窄，多“男女猥亵”之作，“不足观”，难以给人美感；就声腔而论，“其曲虽极谐于律”，又“繁缛”（细腻），然由于曲文深奥，观者多“茫然不知所谓”，亦不能引起美感。而“花部”，根植民间，内容体现民间之爱憎，反映平民之思想愿望，“足以动人”，能产生审美移情；又其“曲文俚质”，“其音慷慨”，令观众“血气为之动荡”，能引起审美激情。超出旧戏曲观念之偏见，反映出近代新的戏曲美学观念。今存焦氏原稿本及《怀豳杂俎》所收本。又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艺舟双楫》
 　清包世臣著。成书于道光年间。共六卷。分为论文四卷，论书二卷。包括论说、序跋、墓碑志、传记等多种体式，首有叙一篇。论文部分阐述了道与法、窠臼与新异、形质互配等关系，提出“道附于事”的命题。认为脱窠臼之道，在于显个性，“尊己见”。认为物的美丑是从形质互配的总体上来显现的，正如“具五官，备四体，而后成为人”，审美要从整体着眼。论书部分阐述学书经验，评论汉代以来书法用笔源流，推崇魏碑。反映了作者追求古朴、雄厚、自然、多变之美。对纠正清代离开实际“虚言其道”“强推大义”的文风和纤巧、刻板的书风，有积极贡献，后辑入《安吴四种》。


《介存斋论词杂著》
 　清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著。一卷三十一则。提倡“寄托”之说，强调“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又重视创作前的酝酿和总体的艺术构思：“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沈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提出应该“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若“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但又认为“信乎忠义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原附《词辨》而行，有光绪刻本。


《艺概》
 　清刘熙载著。六卷。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内容涉及经义、诗文、词曲、书法等各个领域，主要论述文体。其论述文艺的宗旨和本原等问题，均以封建伦理纲常、文统诗教为本；然在探究艺术特征、创作规律和评价作家艺术风格方面，有精到的见解，体现出艺术辩证思想。提出“出色而本色”、“是异一”、“不言言之”、“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等有意义的美学命题，惜在阐发时往往三五言即止。此著能扩前人之已发，或阐前人之未发，是中国封建传统美学思想终结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在近、现代有较广泛的影响。清同治间与《四音定切》、《昨非集》等汇刻为《古桐书屋六种》，后有多种单行本行世。注释本今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艺概笺注》。


《画学心法问答》
 　清布颜图著。约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以问答形式，论述了绘画中意境创造等美学问题。强调“意”对绘画的本原意义。认为意“先天地而有”，“在画为神，万象由是乎出”。故“善画必意在笔先”。以意为笔墨设施的根据，“意为笔之体”；以笔墨为表现意的手段，“笔墨意之用”。主张山水画应着重表现出山水的情、气、气韵，“如画徒绘其形，则筋骨毕露，而无苍茫[image: ]
 缊之气，如灰堆粪壤”。认为画家应深入观察自然景物。“山川之存于外者，形也”；而“熟于心者，神也”。又将画分为“为人画”与“为己画”两种。提出：“为人画，绚然夺目以炫世，非智者不能。为己画，淡然天趣，以图自娱，虽愚者亦能。”今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论丛刊》。


《芥舟学画编》
 　中国画画法论著。清沈宗骞著。四卷。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自序。为著者潜心画学三十年之成果。自称该书宗旨为：“举凡不合古人之法者，虽众所共悦，必痛加绳削；有合于古人之法者，虽众所共弃，必畅为引申。”（《自序》）卷一、二为《山水》，内有《用笔》、《用墨》、《神韵》、《会意》等十六篇。卷三为《传神》，内有《取神》、《约形》、《相势》等十篇。卷四有《人物琐论》等三篇。提出绘画乃“陶淑心性之具”，“不仅玩物适情已也”。主张绘画应做到形神兼备，尤其要注重传神，认为“形或小失，犹之可也。若神有少乖，则竟非其人矣”。“形得而神自来。”并且提出传神当“传其神之正”。即使画山水，也应“形神俱到”。强调画家胸襟对绘画的影响。提出“胸襟开阔，则立意自无凡近。”古人之笔奇、趣奇、格奇，皆本其人之性情胸臆。阐述“气”、“意”、“兴会”等美学范畴。认为“气”有“灵气”与“气力”之分。“灵气”秉自于天，“在天地以灵气而生物，在人以灵气而成画”。“气力”出于人，“凡下笔当以气为主，气到便是力到”。主张“意在笔先，趣以笔传”，“意以触成”。又倡“兴会”，认为“兴之所至，毫端毕达。其万千气象，都出于初时意料之外。”凡能“兴与神会”者可成杰作。原书已散佚，今据日本翻印《冰壶阁》刊本再版。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论丛刊》。


《山静居画论》
 　清方薰著。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收有作者论画随笔二百四十四则，分为四部分：画学泛论、各种画法阐述、历代画家评述及名画著录。提出“意造境生”，“作画必先立意”。又提出气韵两者“必以气为主”。主张“理”、“趣”、“德”兼备。崇尚“奇”、“静”的绘画风格，要求力避“俗”、“腐”、“板”、“甜”。今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论丛刊》、文物出版社《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南宗抉秘》
 　清华琳著。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共三十则，专论南宗创作山水画之技法。从技法的运用上探究艺术规律，从美学的角度阐发画论。论述了“形活”与“笔活”，“笔笔有笔”与“笔笔无痕”，“纸素之白”与“画中之白”，“不落言诠”与“求其可以言诠”，“宽阔”与“窄狭”，“极黑”与“极白”等关系。今收入《中国画论类编》。

近现代　当代


《诗古微》
 　近代魏源著。十七卷。成书于道光九年（1829）。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诗古微序》）为宗旨。对《毛诗·大序》提出的诗的作用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刺上宜“主文而谲谏”，在“王道衰”时“变风变雅作矣”，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儒家诗论提出异议。认为“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则止”，“岂有欢愉哀乐专门无病代呻者耶？”疾呼要破美、刺、正、变之例，以使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得到自由的表达。收入《皇清经解续编》。


《白雨斋词话》
 　常州词派理论代表作之一。近代陈廷焯著。自叙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原有十卷，删刻本为八卷六百九十六则，以品评历代的作家、作品为主。在评析名作、名篇中阐发理论见解。以“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自序》），“尽扫陈言，独标真谛”（《卷一》）为论词宗旨。指出词坛之失有六：“绝无余蕴”、“指陈琐屑”、“雕锼物类”、“感寓不当”、“颂扬失实”、“转相斗韵”（《自序》）。倡导“沈郁”说，认为“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而措语即以沈郁顿挫为正”。“沈郁”即“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卷一》）。凡有所感，“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同上）。以追求深厚、含蓄之美。强调“比兴”、“寄托”，认为“伊古词章，不外比兴”（《自序》）；“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同上）。“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以此为美学标准而贬斥表现豪放、激烈、悲壮之美的作品。初刻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有天明书店铅印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校勘重印。另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作者手稿十卷足本及所评选的《词则》，影印出版。


《蕙风词话》
 　近代况周颐（号蕙风）著。五卷三百二十五则，续编二卷一百二十六则。泛评历代词人、词作，尤注意品评名篇名句，兼涉逸闻考据。论述了“重”、“拙”、“大”、“穆”、“涩”等美学概念。认为“重”即沈著，沈著即“纯任自然，不假锤炼”；“拙”即自然凝重，“巧不如拙，尖不如秃”，“力求新艳，其病尖也”；“大”即“体大”，体之贵在凝重，“凝重中有神韵”；“穆”，“静而兼厚、重、大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提出“无词境即无词心”。补充、发展了常州派王鹏运等人“重、大、拙”的理论。强调创作中的艺术感受、酝酿，要求“澄思渺意”，“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本书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同被视为常州学派词话的终结，为世人所重。五卷原刻于1924年，续编原刊于1936年前后之《艺文》月刊。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书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为一辑出版。


《老残游记自序》
 　近代刘鹗著，提出“哭泣”说。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灵性即人性，所以“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以力的强弱区分哭泣的种类，认为“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指出历来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巨大创痛的产物：“《离骚》之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为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强调悲痛之情，突出了文学的悲剧精神。


《广艺舟双楫》
 　又名《书镜》。近代康有为著。成书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前后，清包世臣曾作《艺舟双楫》，康有为认为当时“多言金石，寡论书者。惟泾县包氏，[image: ]
 之扬之。今则孳之衍之”（《叙目》），故名。共六卷二十七章，另有叙目一篇。为纠正书坛由帖学造成的萎靡之风，主张去陈言，抛旧习，另辟新径。因而以“变”立论，指出“变者，天也”，“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但认为“变”并非创新，而是“以古为法”。认为唐以来书法矫作刻板，缺乏生气，难以产生美感。推重魏碑“盖承汉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秀”，具有质朴、神犷之美，主张以此来改变当时追求精致刻板的美学趣味，促使书坛革新。指出魏碑有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劲”、“兴趣酣足”、“骨法纲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此书影响极广，短期内连印十八次，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毁板，今有上海书画出版社注本。


《国故论衡》
 　近代章炳麟著。清宣统二年（1910）在日本初版。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十一篇，中卷七篇，下卷九篇，共二十七篇。上卷探讨文字学考证、语言、音韵的源起、流变等问题。下卷通论诸子百家，评述诸子学术概要。推崇“为儒家先导”的道家，对“定一尊于孔子”的儒家则批驳较严。中卷阐论文学。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以雅俗论文，从文字学角度评判流派，观点颇保守。后收入《章氏丛书》，篇目和文字均有变动。


《人境庐诗草自序》
 　近代黄遵宪为其《人境庐诗草》所写的序言。清宣统三年（1911）刊于日本。要求诗歌在充分吸取传统营养的前提下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人精神风貌，提出了“后贤兼旧制”，而又“历代各清规”的纲领，强调“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具体论述了吸取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问题，提倡“复古人比兴之体”，“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在诗歌取材、述事、炼格方面强调从传统中广收博取。认为只有这样，现代诗人才“足以自立”。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人境庐诗草笺注》。


《人间词话》
 　近代王国维著。1908年刊载于《国粹学报》，共六十四则；1926年有“朴社”的单行本。后人又将未刊稿辑为《人间词话删稿》四十九则，《人间词话附录》二十九则订为下卷，以前六十四则为上卷。以“境界”说为中心探究文艺美的特质和审美规律。认为“境界”是衡量文艺美的基准。由此就创造境界所运用质材的不同，提出“造境”和“写境”的问题；就衡量境界的鲜明程度，提出“隔”与“不隔”的问题；就“我”与“物”的关系，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问题；就“有我”与“无我”二种境界产生的美感不同，提出“优美”与“壮美”的问题。构成了一套新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来探讨我国古代创作实践的第一本专著。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独特的地位。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徐调孚校注、王幼安校订本等。


《红楼梦评论》
 　近代王国维著。原载光绪三十年（1904）《教育丛刊》，后收入《静安文集》。全文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余论五章。通过对《红楼梦》的评论，较集中地阐发了作者的人生哲学和美学观。受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终无法实现的悲观厌世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生即欲即痛苦。提出文艺的任务是“示生活之欲的苦痛”，“又示其解脱之道”。认为现实生活（人与自然、与社会）无不与欲相连，而文艺则是“非实物”，与人无利害关系，“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红楼梦》即一部“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罪”的小说。它通过“生活之欲之代表”的贾宝玉，从生活之欲中解脱出来做和尚的经历，揭示了“自犯罪（有欲望）、自加罚（受苦痛）、自忏悔（觉悟）、自解脱（出世）”的人生真谛，是“宇宙间一大著述”，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红楼梦》是以“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故又可称为“悲剧中之悲剧”。从典型论的角度指出，“夫美术之所写，非个人之性质”，“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的，用考据办法“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者是不懂艺术。此文用西方的美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为小说研究拓宽了途径。


《宋元戏曲史》
 　近代王国维著。1913年始在《东方杂志》分章刊出，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凡十六章。第一章至第七章阐述中国戏曲的源流，略论上古至五代的戏剧，认为中国戏曲的起源肇始于上古巫觋歌舞和春秋时代的古优笑谑。汉代的角抵百戏《东海黄公》，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踏谣娘》等，都是“有歌有舞以演一事”，遂成为后世戏剧的直接始源。唐代参军则有了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而后分别探讨了宋元滑稽戏、宋元小说杂戏、宋元乐曲、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和古剧的结构等中国戏剧的流变。第八章至第十五章论述元代杂剧、院本和南戏的形成及特色。又以渊源、时地、存亡、结构和文章等五个方面对元代杂剧详加论述，认为元杂剧是“中国之真戏曲”。对南戏则从渊源及时代和文章两方面进行了探讨。第十六章为“余论”及附录。书中不仅勾勒出中国戏曲形成、发展的大体轮廓，还最早对中国戏曲给予定义，即“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此书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同时为建立中国戏剧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后收入《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近代王国维著。作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提出“古雅”的美学范畴。认为“古雅”是艺术形式美，是“第二形式之美”。强调“古雅”胜于自然形态的形式美，“古雅之致存于艺术而不存于自然”，“虽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得由其第二形式之美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人可“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即由修养和经验对其作出审美判断。古雅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故古雅亦即“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认为美的“材质”与美的形式不可分割，“材质”从古雅的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而使人获得美感，故古雅亦从而具有优美或壮美的性质，可谓之低度之优美或壮美。认为“优美及宏壮之质愈显，则古雅之质愈蔽”，同时“美之第一形式更以雅之第二形式表出”。其审美的价值，在优美与壮美之间，因其使人心休息，又能引起人的惊讶情绪。在实践方面，可作为美育普及之津梁，为“中智以下之人”所能创造，并使人们从中获得其“直接之慰藉”。其论述古雅之位置、价值，实为中国美学史上之首创，对于研究艺术形式美和审美心理的变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刊于《静安文集续集》。


《饮冰室诗话》
 　近代梁启超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三十二年（1907）流亡日本时期。一百七十四则。主要以资产阶级民主改良的思想宣传诗界革命运动。倡言“诗界革命”，其论诗着重在“新境界”，特别推重黄公度（遵宪）：“谓其意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并誉其为诗歌的旗手。“新境界”实质是要求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具有进步色彩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宣扬。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当时诗坛上居统治地位的厚古薄今思想，强调“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反映其强烈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认为诗歌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要件”。同时，又标举“旧风格”，认为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据中华书局《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出版的校点本。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近代梁启超撰。原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小说》创刊号。把小说（含戏曲）与维新变法运动密切结合，主张“欲新民，必自小说始”。认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根源”，即在于旧小说、戏曲内容陷溺人心，败坏国民道德，由此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主张。在分析读者、观众的审美心理后，指出小说、戏曲有人们“游于它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为文学之最上乘”。而小说“支配人道”之途径则在于有“熏”、“涭”、“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又把小说分为理想和写实两派；指出小说“常导人游于他境界”，抒怀状物，能够“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是当时一篇纲领性的小说戏曲美学文章。后收入《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原戏》
 　戏曲史论文。近代刘师培著。以考据学方法，通过对古代文献资料的爬梳，论述了中国戏曲的发生及其初始形态，围绕综合艺术的特征，对歌舞、诗诸因素进行探本溯源，指出上古时代即“歌以传声，舞以象容。歌舞本于诗，故歌诗以节舞”，“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古制乐歌，皆假设宾主”，而如传周武王所制“象舞”，其内容已是“犹之后人戏曲侈陈古人战迹”，“非即戏曲妆扮人物之始乎？”又指出“乐舞”的多方面功用，“大之可以振尚武之风，小之可以为养生之助；而征引往迹，杂陈古事，则又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为劝诫人民之一助，其用顾不大哉”，突出了戏曲的审美功能。对研究戏曲起源有重要参考价值。原载北京景山书社出版的《说戏》，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中国历代剧论选注》。


《春觉斋论画》
 　近代林纾著。作于1912年。一卷。提出：“画有四诀：曰养，曰鉴，曰经，曰取。”强调养宜扩充，要求画家不为形迹所束缚，应以其精神高居于形象之上；鉴宜纯熟，并多历天下名胜，撷取古人精粹。主张画家应有多种风格，对“以为粉彩填砌即为俗，水墨渲染即为雅”的论点提出异议，主张“法律须尊古人，景物宜师造化”。较早对中西绘画进行了比较，一方面赞赏西画的写实功夫：“夫像形之至肖者，无若西人之画。”“画境极分远近。有画大树参天者，而树外人家树木如豆如苗。即远山亦不逾寸。用远镜窥之，状至逼肖”，另一方面认为“似则似耳，然观者如睹照片，毫无意味”。提出绘画的“陶情养心”观点，认为“西洋机器之图与几何之画，方称有用。若中国之画，特陶情养心最妙之物”。论述工拙关系，认为“拙处正由正处得来，不工亦不能拙也”。书中还评论古代与同时代一些画家的作品。后收入《画论丛刊》。


《以美育代宗教说》
 　现代蔡元培撰。为作者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上的讲演。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六号，受西方思想影响，认为宗教起源于精神的三种作用，即知识、意志和情感。后随社会进步，知识和意志作用脱离宗教而独立，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尚与宗教有密切关系。认为宗教都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弊，原因在于宗教有“激刺感情之作用”。极力主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美育代宗教。强调“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突出美的无功利性和普遍性，审美“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后收入《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全集》。


《文学改良刍议》
 　现代胡適著。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强调以“质”救文学，即以“情感”和“思想”改良文学，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思想则体现了文学价值。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后收入《胡適文存》、《中国新文艺大系·建设理论卷》等。


《文学革命论》
 　现代陈独秀著。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强调文学革命对于人们精神革命的重要性。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批判当时文坛“委琐陈腐”、“刻意模古”、“失独立自尊之气象”、“失抒情写实之旨”、“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禆益”的风气，强调“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表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美学特点，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后收入《独秀文存》、《中国新文艺大系·建设理论卷》。


《美与高》
 　现代李大钊著。作于1917年。认为“美”即“秀丽之美”，“高”即“壮伟之美”。首先详细征引了蔡元培有关法、德两民族具有“美”和“高”的特点，由美术与科学发达，因而有道德心的论述；其次阐述“美”与“高”的精神与道德的关系，指出中华民族素有“美”和“高”的条件，要使中华民族成为“美”与“高”的民族，“此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感化牖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强调“美的作用”在于“能传出真精神而有无穷乐趣，并不知此外之尚有可忧可惧之事”。旨在光大民族优良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大钊诗文选集》。


《摩罗诗力说》
 　诗学论著。现代鲁迅著。写于1907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发表于1908年2月和3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是探讨诗歌（即广义的文学）创作风格及其审美价值趋向的论文，代表了青年鲁迅的诗学主张。共九个章节。批判当时诗坛精神荒落、万马齐喑的景象和所谓“平和之音”的绵弱、绮靡的诗风，认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文学应“启人生之[image: ]
 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提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风格：“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主张诗在本质上不仅是“力的艺术”，还应该是反抗的艺术、独立的艺术，乃至“恶”的艺术。诗人应成为“精神界之战士”，赞扬“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由此高度评价裴伦（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后收入杂文集《坟》，现存于《鲁迅全集》。


《东西乐制之研究》
 　现代王光祈著。1926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凡六编。以欧洲新提出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及西欧音乐的不同乐制进行比较研究。将音乐提升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基础的高度，认为“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度文物，以及精神思想，几乎无一不是建筑于音乐基础之上”。对中国乐制的发展作了清晰而详细的分析与梳理，强调作为古代定律方法之一的“隔八相生法”最能体现中国式的音乐审美观念，原因在于其暗含了一种生生不息、追求和谐圆满的中国式审美情怀。中国历来通行的乐律为追求音准，不停地推算音律，这说明中国音乐所讲究的和谐圆满是建立在音律纯度之上的，是一种细腻而唯美的审美情趣，有别于西方实用的音乐态度。还探讨了“定律器之进步”与“中国乐调之组成”等问题。后收入《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等。


《美学概论》
 　现代陈望道著。作于1926年，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共七章，分别为“美和美学”、“美意识概说”、“美的材料”、“美的形式”、“美的内容”、“美的感情”、“美的判断”。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自然、人体和艺术，美感和美意识。哲学研究的美学家侧重于美的本质；心理学研究的美学家侧重于美感和美意识；艺术学研究的美学家侧重于自然、人体和艺术。美意识可分为客观的知识和主观的情意两方面，又有具象、直观与静观、愉悦的特性，即人的审美态度。


《美学概论》
 　现代范寿康著。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除自序外，分为六章，分别为第一章“绪论”，简略回顾美学的历史；第二章“美的经验”，又分为“美的对象”与“美的态度”两节；第三章“美的形式原理”，分析美的对象的条件；第四章“美的感情移入”；第五章“美的各种分类”，分别论述崇高、优美、悲壮、滑稽、感觉美与精神美的特点；第六章“美的观照与艺术”。论述美的观照中对象性质的变化。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表现，否定所谓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对立。“自序”说明此书材料和观点主要取自日本学者阿部次郎的著作。


《文艺心理学》
 　现代朱光潜著。初稿于1931年，翌年朱自清于旅欧途中为之作序。1936年正式成书出版。全书十七章。前十一章为美论，着重从心理学角度探讨美感经验，论述形象直觉、审美心理距离、审美过程中的物我交融、审美的心理与生理基础等，并分析了美感同快感的区别，联想与美感的关系。对克罗齐“直觉”说、布洛“心理距离”说、里普斯“移情”说、谷鲁斯“内模仿”说、闵斯特堡美感对象“孤立”说等近现代西方美学主要流派，均有详细介绍，并专用一章批评克罗齐的美学及艺术观点。后六章为艺术论。探讨艺术的起源、艺术美的创造，分析想象、情感、天才诸因素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还介绍了艺术美的诸范畴。附有《近代实验美学》三篇，略述近代心理学家从事的实验美学研究，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部分章节收入《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后又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


《悲剧心理学》
 　现代朱光潜著。初为作者留学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时以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1933年由该大学出版。全书十三章，分别探讨了悲剧与“心理距离”说，悲剧快感与同情，悲剧与崇高感，痛感中的快感，悲剧与生命力感，以及悲剧的衰亡等问题。认为悲剧的欣赏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对其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说明，但每一种理论又都各有其理，为此研究悲剧快感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公平地检查从前的理论，取其精华。书中介绍了从亚里士多德起，到黑格尔、席勒、雨果、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布拉德雷、弗洛伊德等人的悲剧理论与范畴，特别推崇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认为它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一部著作”，其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说，“把握住了真理的两面”。1983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为中译本增写了序言。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


《谈美》
 　现代朱光潜著。开明书店1932年出版。为作者《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自称该书为《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从人对现实的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态度，说到美学的审美距离、审美态度、移情作用、快感与美学的区别，联想与美感的关系，考证、批评与欣赏的不同，欣赏过程再创造，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想象、情感和天才等问题。朱自清为此书作序，称其“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此书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较广泛影响。


《西方美学史》
 　高等学校文科专业教材。朱光潜主编。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964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史的专著。全书较系统地阐述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初各个时期西方各国美学思想的特点和欧洲数千年美学思想发展脉络，勾勒出西方美学史的大体轮廓，着重评介了流派多、成就高、影响大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学和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的欧洲美学思想，其中19世纪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等约占全书的一半篇幅，从而既较完整又重点突出地反映了西方美学史的发展概貌。并在结束语中就“美的本质”、“艺术典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三个贯穿西方美学史的关键性问题作了理论概括，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该书资料翔实，力求运用第一手原始资料对西方美学史、美学家作忠实的介绍，语言简约明白，结构完整严谨，在表述上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并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对西方主要美学流派、美学家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评价。该书对我国开展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和美学理论、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美学》
 　现代蔡仪著。群益书店1947年出版。分为美学方法论、美论、美感论、美的种类论、美感的种类论、艺术的种类论等六章。指出美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由客观现实去把握美的本质是唯一正确的途径。认为美的本质即事物的典型性，美是客观事物显现其本质真理的典型。反对形象直觉说、心理距离说、感情移入说，强调美的认识是美感的基础。美的观念，即具象性的概念，它是随一般认识过程而发展的。


《美学散步》
 　现代宗白华著。1981年出版。收入作者自1920年至1964年所写的美学与艺术、文学论文二十二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美学和文艺的一般原理，第二部分为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论，第三部分为西方美学史和西方艺术论，第四部分为诗论。《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探讨中国古代绘画、音乐、园林建筑中的美学思想。《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则考察意境的意义、意境与山水、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禅境的表现，并以道、舞、空白概括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从对中国诗、画空间意识的探求，阐明中国和西方审美意识的差异，指出中国诗人、画家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而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又指出中国人的空间感是随着时间感觉而节奏化、音乐化了，“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还说，中国人与西方人虽然都追求着无限，但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那样上下求索，而是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


《艺境》
 　现代宗白华著。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分“意境”、“流云”两集。“意境”收作者自1920年起发表在报刊上的论艺文章、书信等55篇，论及中国艺术的审美特征、艺术的价值结构、文艺的空灵与充实、意境、诗歌和书法的空间意识等问题；“流云”收作者早年诗作60首，是作者对宇宙、人生的自觉探索和对艺境的哲理性在艺术上的体现。作者认为审美理想是理想的人格，把美与形象、心灵、世界、真善紧密结合在一起。“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美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具体形象中去寻找。指出艺术是人类文化创造生活的一部分，其价值在美。艺术是形式价值（即美的价值）、描象价值（即真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启示价值（即心灵的价值）这三种主要价值的结合。形、情、景构成了艺术的三层结构。强调意境与人格涵养、禅境表现的关系，揭示中华民族审美过程的意象境界的秘密在于“化景为情，融情于景，境与神会，美在神韵”。艺术境界是人与世界的接触，以宇宙人生为对象，观赏其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心灵。“空白”是艺术意境的最高表现，是艺术意境的虚空要素所形成的结构。


《美学与意境》
 　现代宗白华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入作者自1920年至1987年所写的美学与艺术、文学论文61篇。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美学和文艺的一般原理；（2）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论；（3）西方美学史和西方艺术论；（4）诗论。《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探讨中国古代绘画、音乐、园林建筑中的美学思想。《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则考察意境的意义、意境与山水、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禅境的表现，并以道、舞、空白概括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从对中国诗、画空间意识的探求，阐明中国和西方审美意识的差异，指出中国诗人、画家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而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指出中国人的空间感是随着时间感觉而节奏化、音乐化了，“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还说，中国人与西方人虽然都追求着无限，但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那样上下求索，而是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此外，尚收有作者的一些重要书信和哲学论文。


《管锥编》
 　现代钱锺书著。1979年中华书局初版，共四册。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一部学术巨著，一部用文言文和札记形式写成的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化的著作，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重要典籍的研究。内容有学术理论的辨析、阐微、肇论，有文章之法立意的揣摩、解释、辨别；有文字名物的训诂、考证，有文体、句式、意境沿革演进的辨流溯源；有文化史常识、时代环境、风俗习惯的考察、辨正，等等。其范围跨越语言学、文献学、修辞学、民俗学、心理学、文学、美学等领域，包罗万象，雅俗并有。主张“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在打通古今，融会中外。1982年出版《〈管锥编〉增订》，1991年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之二），1994年重印，合《〈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管锥编 〉增订》（之三）为第五册，共五册。


《谈艺录》
 　现代钱锺书著。成书于抗战期间，1948年6月开明书局初版。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早期名著。45万字，共212则（其中包括“附说”26则）。涉猎极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及，而以旧体诗的创作、品评为旨归。对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有影响的诗人和诗歌流派、诗史问题进行了精到的品评。对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些聚讼纷纭的公案，发表许多精湛的见解，澄清不少混乱。如认为“摹写自然”与“润饰自然”这两种手法“若相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又如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皆精到而能翻出新意。采取了传统笔记体的写作方法，充分运用了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


《中国艺术精神》
 　现代徐复观著。成书于1965年，1966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初版。共十章。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神内涵。前两章谈孔子和庄子，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其余八章专门论画，其论释“气韵生动”，讨论“魏晋玄学与山水画之兴起”、“唐代山水画之发展及其画论”、“殷浩之笔法记与山水诀”、“逸格地位之奠定”、“郭熙的林泉高致”，以及“宋代的文人画论”与“环绕南北宗之问题”。附论七篇为“中国画与诗的融合”、张大千、“兰亭争论”等。推重庄子所代表的道家美学精神，认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并把庄子主张的“心斋”、“坐忘”与西方现象学进行了比较。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简体字本。


《审美谈》
 　现代王朝闻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主要探讨人对艺术的审美活动。认为审美活动的根源在于劳动实践。劳动实践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美，创造了审美感受这一精神需要，创造了能欣赏美的人。审美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只有具备了能够欣赏美的眼睛、耳朵和心灵的人，美的对象才能引起他的种种审美感受。审美主体变化着的心理状态影响着审美感受和具体审美判断的变化，同时对于对象的伦理判断也影响着审美判断。指出由于时代、社会、阶级条件的相同，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需要有共性的一面，同时，由于审美主体的生活经历、教养等等的不同，又具有差异性。想象、灵感、联想和记忆是艺术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艺术欣赏不单纯是一种感性和感情的活动，同时也包含了理性和思考的活动。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一样，都是以欣赏者和创作者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审美欣赏的过程也就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情感体验、同情和共鸣的过程。该书以随笔的方式写就，书中引用大量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作者的理论观点，具有亲切自然的特点。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1981年文物出版社初版。共10章。论述了从原始艺术到明清文艺为止的中国古典艺术的历史发展。认为远古“龙”“凤”等图腾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萌芽，原始歌舞是龙凤图腾的演习形式。在早期奴隶制时代，青铜器的纹饰具有一种狞厉的美，体现了一种原始的、不能用概念语言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指出先秦艺术张扬理性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注重艺术的功利性，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强调艺术的超功利性，儒道的对立和互补构成了两千年来中国美学的一条基本线索。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仍保持着深厚的远古传统，充满着浪漫激情。而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则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呈现了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和古拙气势的美。魏晋艺术体现了人的觉醒这一主题，“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等重要美学原则的提出，正是这一主题的具体审美表现。认为中国石窟艺术始于北魏，其造像特点是秀骨清相，隋塑则朴达拙重，唐塑一变而为健康丰满，较具人情味。而在宋塑中，神的形象则完全世俗化了。认为盛唐艺术在李白诗篇中奏出了最强音，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交响音诗的极峰。书法艺术也在唐代达到顶峰。中唐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经晚唐发展到北宋，在美学理论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对艺术风格、韵味的追求。苏轼是这一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向的典型代表。认为宋元山水画的意境的发展是从“无我之境”过渡到“有我之境”。明清文艺以小说、戏曲为代表，主要描绘近代市井的世俗人情，在传统文艺中则出现一股浪漫思潮。满族入主中原，导致市民文艺的萎缩和上层浪漫主义一变而为感伤文学，最后演变为批判现实主义。


《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4年、1987年出版了第1、第2卷（上、下册）。第1卷包括绪论、先秦和两汉的美学思想。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是美产生的根源，并据此论述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线索，确定了中国美学史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通过对先秦、两汉美学史的论述，集中阐发了儒、道和楚骚的美学思想，认为这三者是禅宗诞生之前中国美学的三大主干，儒道互补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并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具有强调美、艺术与理性伦理密切联系这一基本特征。第2卷集中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对当时玄学、佛学、文论、书论、画论、乐论和人物品藻中包含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在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如曹丕的“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风骨论”等，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范畴，如“气”、“味”、“神”、“意”等，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美学思想的发展。


《德国古典美学》
 　蒋孔阳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共六部分。第一部分对德国古典美学作了概述，认为它是西方美学史上内容最丰富、包罗万象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体系，是以往西方美学思想的总结，具有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它把辩证法全面地引进美学研究领域，启发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一方面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它的两面性和妥协性，从而包含了种种矛盾。德国古典美学得以产生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三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革、当时文艺的高度繁荣所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其思想渊源主要是18世纪启蒙运动、英国经验派美学和德国理性派美学。第二、三、四、五部分分别对德国古典美学中康德、费希特、谢林、歌德、J．席勒和黑格尔六位重要美学家作了详尽、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康德和黑格尔作了重点评述。第六部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德国古典美学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评价，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把极其晦涩的德国古典美学家的思想全面地勾勒出来，对于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
 　蒋孔阳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由11篇论文构成，主要探讨中国古代音乐的起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并分别论述了孔子、墨翟、老子、庄周、孟轲、荀况、商鞅、韩非等人和《礼记·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全书史论结合，以论为主，勾画了先秦时期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是由殷商与西周奴隶主贵族相信“天”、“帝”，而形成的带有较多神学唯心主义色彩的音乐美学思想；二是春秋时代出现的、要求音乐为生产服务的前期阴阳五行说的音乐美学思想；三是春秋末期以至战国时代，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由《礼记·乐记》集大成，以“礼乐”为贯穿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与道家、墨家、法家等反“礼乐”音乐美学思想的斗争；四是战国末期与儒家“天命论”相结合的，强调“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具有神秘色彩的阴阳五行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认为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二是论战性强。通过诸子百家之间的争鸣推动了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而礼乐问题则是当时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该书是一部系统研究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美学新论》
 　蒋孔阳著。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6编。第1编“总论”，论述美学的性质、特征、发生、发展、对象、方法，提出美学研究应以实践论为基础，以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以艺术为主要对象。第2编“美论”，提出美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恒新恒异的多层次积累突创的自由的形象。第3编“美的规律”，认为美的规律是人类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按照客观事物规律性，结合人的具有个性特征的目的、愿望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自己本质力量，创造美的形象的规律。第4编“美感论”，论述美感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生理心理基础及其特征。第5编“审美范畴”，分别论述了崇高、丑、悲剧性、喜剧性及其理论的历史发展。第6编“中西艺术与中西美学”，分别论述中国和西方艺术、美学各自的特色并进行比较研究，指出要在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传统、文学艺术实践和语言文字结构上来比较中西艺术、美学的异同，这种比较不是比高低，而是比特点。该书收入《蒋孔阳全集》。


《艺术哲学》
 　刘纲纪著。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初版。系作者根据1980年和1982年在武汉大学的讲课记录充实改写而成。共5章，此外还有绪论和一个附录。该书旨在对艺术这种精神现象做哲学的思考和分析。主张艺术哲学以探讨艺术本质为中心，应当运用辩证的方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加以考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可以分解为外在的物质性方面和内在的精神性方面。艺术的本质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解决艺术对象问题的根据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身，物质生产劳动中包含着对艺术对象及其本质的秘密的了解。艺术起源于劳动又最终超出劳动。艺术反映的对象是一种作为主体自身对象化了的客观存在的对象。从根本上说，艺术是以人类在其生活实践中感性现实地表现出来的自由为其反映对象的。艺术对现实的反映过程包含着个别与一般、认识与情感、再现与表现、具象与抽象、主观与客观的完美统一。认为美从实践中产生，属于“自由王国”的领域，美同个人与社会、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不能分离。广义了解的美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美以现实美为根据和源泉，又克服了现实美所具有的局限性。还以情感的表现为核心，对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作了概述。


《现代美学体系》
 　叶朗主编。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为适应高等院校美学教学及广大读者自学美学需要而撰写的美学原理教材。共9章。分别论及美学的现代形态、审美形态、审美意象、审美感兴、审美文化、审美教育、审美设计、审美发生和审美体验等问题。认为美学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至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范围内尚无完整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美学只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美学研究应多种方法并用。指出现代美学体系的建构原则是融贯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理论美学与应用美学以及美学与各相邻学科。其理论构架应由审美形态学、审美艺术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教育学、审美设计学、审美发生学、审美哲学八个分支学科构成。其中最核心的范畴是审美感兴、审美意象和审美体验。该书根据上述理论构架展开了全书各章的内容。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求全，从对优美、崇高等概念的考察、服饰和生活环境设计的研究到孕妇、胎儿的审美教育无不涉猎。


《论美》
 　高尔泰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系作者的美学论文集，共收入论文12篇，涉及美和艺术的本质、美感、艺术创作和欣赏、艺术批评、艺术分类、美学的对象，以及美学、艺术与哲学、自然科学的关系等。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美。美是人对事物的自发的评价，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没有美，“美发生在人脑中”。事物是产生美的条件，但还不是美。在人和对象之间少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产生美。对象（如色彩）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无所谓美不美。另一方面，美又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也就是自由的象征。美离不开善与爱，爱是真善美的统一。美的规律只能到人的主观中去找。认为美和美感是一回事，美产生于美感，又溶解于美感，并扩大和丰富了美感。美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人化了的自然；是一种超生物的、自由的感觉；是和一个时代价值结构的全部复杂性相对应的复合的感觉；是感知、理解、意志、想象等各种心理过程的综合统一，它以情感为中介，情感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还认为艺术是一种美，是为满足精神需要而创造的劳动产品，是人类思想情感的表现。艺术创作是追求自由的活动。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研究美就是研究人。美学应当揭示人的价值、意义与丰富性。美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美学思想史》
 　敏泽著。3卷。1987年齐鲁书社出版第1卷，1989年出版第2、3卷。第1卷自史前时期至南北朝；第2卷从唐至明清；第3卷包括近代和现代。该书论述了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认为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观念、审美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发展的历史。主张放眼世界，但反对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中国美学。本书对各个时期的重要美学家都作了细致的评述。


《文心雕龙创作论》
 　王元化著。开始写于1961年，初稿完于1966年。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下两篇。上篇阐述了刘勰的身世、思想体系和他的文学起源论与创作论，认为刘勰不是出身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他的前期思想以儒家为本，后期思想则趋向于玄佛并用。《文心雕龙》属于前期作品。指出刘勰主张以“道”为派生包括文学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最终原因，其立场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在创作论上，刘勰强调创作是“心”与“物”的交互作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下篇论述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8个重要观点：关于创作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心物交融说、关于艺术想象的杼轴献功说、关于作家创作个性的才性说、关于意象的拟容取心说、关于思想与感情互相渗透的情志说、关于创作过程三步骤的三准说、关于艺术结构中整体和部分相互关系的杂而不越说，以及关于创作直接性的率志委和说。在论述中，作者采用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对刘勰的创作论进行了历史的比较考辨，而且不拘囿于传统文论的范围，用当代文艺理论和外国文艺理论与之加以比较研究，试图为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本书对于比较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研究都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文化研究》
 　副标题《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朱狄著。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主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审美发生问题。共4章。第1章介绍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家关于原始思维特征的各种理论，主要有E．B．泰勒的万物有灵论、弗雷泽的巫术论、莱维布律尔的互渗论、S．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理论、博厄斯关于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的思想、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文化观及惯例概念、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理论。第2章论述了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介绍了埃德·拉蒂德等人的“为艺术而艺术论”、S．雷纳克等人的巫术论和图腾论、安德烈斯·洛海尔的萨满信仰论、勒鲁伊古朗的性符号论以及马沙克的季节符号论。指出对旧石器时代艺术各种解释的共同点，强调这些理论是互补的。第3章重点考察了现代原始部族艺术及其与原始宗教的联系，认为现代原始部族艺术不仅能为史前艺术提供参照框架，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就具有发生学意义。原始宗教构成了史前和现代原始艺术的巨大动力。第4章论述了神话和神话学，对寓意派、历史派等十种不同的神话理论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神话的类别及其意义，以及各国神话相似性的原因。原始人的思维能力在神话中得到发挥和锻炼，这对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美学通史》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7卷：“古希腊罗马美学”、“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十七十八世纪美学”、“德国古典美学”、“十九世纪美学”、“二十世纪美学（上、下）”。该书贯通古今，脉络清晰。从地域和文化双重含义上论述“西方”美学思想史和美学成为独立学科以后的美学史，并包含了西方主要的艺术理论史，从古希腊罗马美学思想到20世纪90年代美学，时间跨度达2600年。其间又分为本体论阶段（从古希腊罗马至16世纪）、认识论阶段（17—19世纪）和语言学阶段（20世纪）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以及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两条基本发展线索，从而构成比较系统、完整的构架。该书在吸收、运用已有西方美学史研究资料基础上，又发掘出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西方美学史上各个时期的美学思潮、流派、代表人物的学说、观点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


《美学问题讨论集》
 　朱光潜等著。作家出版社出版于1956年至1963年。共六册。收录建国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主要文章。这一次美学讨论以批判朱光潜美学为导火线引起。1956年《文艺报》发动了一场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在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于1956年6月《文艺报》发表后，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等人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随着批判的深入，批判者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在批判者之间也彼此展开批判。《人民日报》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发表观点迥异的循环批判的文章。随后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纷纷写文章参加讨论。在这次讨论中，逐渐形成四派观点，即人们常说的中国当代美学的四大流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

刊物


《美学》
 　中国当代美学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李泽厚主编。1979年创刊。该刊宗旨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联系文艺作品、文艺史、文艺理论、美学与美育理论，进行科学研究，开展自由讨论，深入浅出地阐述美学，繁荣学术，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和广大人民的美感修养。所刊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外美学史、当代西方美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我国当代美学的论争与现状研究等。该刊向国内外发行，对于美学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至1987年，共出版7卷后停刊。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协同该院文学所、外文所复刊。2006年出版复刊第1期（为总第8期），2008年出版复刊第2期。


《美学论丛》
 　中国当代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不定期丛刊。创刊于1979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蔡仪主编。以刊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美学史、文艺理论、艺术史等方面的文章为主，也刊载有一定参考和研究价值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重要资料。第1—10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停刊。现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第11期。


《美学述林》
 　中国当代美学丛刊。刘纲纪、吴樾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起出版。主要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美学、西方现代美学、苏联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以及西方美学名著介绍、艺术欣赏、美学随笔、美学译文、美学资料等。其特色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表较有分量的探讨美学重大问题文章，系统地介绍一些美学基本知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现已停刊。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年刊。创刊于1998年。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主办，刘纲纪主编，后由王杰主编。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后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宗旨是繁荣马克思主义美学，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性探讨，并密切关注当代现实，包括当代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的探讨，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刊发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研究论文、译文、述评、书评及研究资料，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艺术发展等栏目，反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和动态。至2008年已出版11辑。


《中国美学》
 　专题性学术丛刊，南京大学文艺学学科与南京大学美学研究所主办，汝信、王德胜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起出版总第一辑。主要刊载关于中国美学研究（包括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论文、译文、述评、书评以及有关研究资料。常设栏目有专题研究、传统美学研究、现代中国美学研究、当代审美与艺术研究、译介国外美学最新动态、书评等。


《外国美学》
 　中国当代美学丛刊。汝信主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起出版。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学思想、外国美学史和现代外国美学思潮、国外重要美学理论的翻译介绍等。所收译文如维柯的《新科学》，休谟的《论悲剧》、《论趣味和激情的敏感性》，今道友信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传统与逻辑》，谢林的《〈艺术哲学〉导言和艺术构成之一般》，西格斯、卢卡奇的《安娜·西格斯与格奥尔格·卢卡契的通信》，赫尔德的《中世纪英德文学的相似性》、叔本华的《艺术的形而上学》，克罗齐的《鲍姆加登的〈美学〉》等，均具有研究参考价值。至2000年出至第18辑后停刊。2009年起复刊，出版第19辑。


《外国文艺思潮》
 　中国当代文艺与美学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起出版。主要反映当代外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概况，评述当代国外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介绍和剖析国外文艺思潮及其派别，以为外国美学研究和教学参考资料。刊有舍斯塔科夫《当代美国美学的主要流派和问题》、布尔达科夫《三十年代苏联美学中艺术思想性原则的发展》、奥斯本《论灵感》、舍斯塔科夫《美国电影美学和电影理论》、帕尔米叶《列宁，艺术与革命》、马泰依《艺术家的自由和责任》、吉尔曼《荒诞派过时，新自然主义流行》、A·卡拉甘诺夫《发展中的美学——七十年代苏联影评概述》等。至1986年共出版4辑。现已停刊。


《世界艺术与美学》
 　中国当代专门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艺术理论和美学的综合性学术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起出版。着重介绍外国和当代各种学派的文艺美学思想与理论著作，史论并重，以美学原理、电影、戏剧理论为主，兼及音乐、舞蹈、美术理论以及艺术史、美学史等。至1990年出版至第十辑。现已停刊。


《文艺理论译丛》
 　中国当代外国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译作丛刊。1957年创刊。至1965年共出11期。1960年以后，改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较系统地译介了外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以及外国名作家的论著。1983年，又与主要译载当代外国文学评论以及有关文学论争资料，并介绍一些外国文学流派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合并，刊名为《文艺理论译丛》，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主要内容有梅林、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葛兰西、阿普列相等关于马克思论艺术美学思想的文章，梅林《美学初探》、李卜克内西《论艺术》、卢卡奇《资产阶级美学中关于和谐的人的理想》、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节译）、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价值》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资料，如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哲学文学论文选、加缪论文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评价等。至1985年共出版三辑。现已停刊。


《美学与艺术评论》
 　中国当代美学丛刊。蒋孔阳主编，后由朱立元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起出版。主要内容有：美学原理、西方美学、中国美学、艺术鉴赏、外国美学著作选译、美学书刊评介、国内外美学动态、海外来稿等。以反映上海地区美学研究的成果为主。至2000年已出版五辑。


《技术美学》
 　中国当代美学丛刊。郭因主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起出版。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发展我国技术美学的方针、政策；宣传和介绍技术美学，介绍国内外关于美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生产工艺学、声学、光学、色彩学、化学、生态学、工效学、建筑学等学科结合的研究与运用。设有理论研究、国外情况介绍、美与技术、设计家园地、技美新花、美与企业管理等栏目。共出版了7期，现已停刊。


《美育》
 　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刊物，中国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中华美育会”会刊。创刊于1920年4月，至1922年4月，实出7期。总编辑为音乐教育家吴梦非（1893—1979）。主要发表提倡美育和研究艺术教育各学科的论文，并报道中华美育会的活动情况。


《美育》
 　创刊于1927年，由李金发（1900—1976）主编。为不定期期刊，先后于1927年1月、1927年12月、1928年10月以及1936年1月出版了4期，前后历时近十年，基本为李金发一人编辑，因此杂志的宗旨和内容前后较一贯。四期刊物97篇文章中，除其所编选的文章外，有40余篇为李金发自己所写作或翻译。


《美育》
 　1981年创刊，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编辑部编辑，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蒋孔阳、洪毅然等担任顾问。创刊之初，以季刊形式出版，一年后改作双月刊，至1988年终刊时共出版46期。以发展美育为宗旨，以社会各界青年、中小学教师和大中学生、文艺和美学工作者及爱好者为主要对象。主要栏目有“美学原理”、“美育理论和基础讲座”、“美学心理学研究”、“美学著述钩沉”等。



外国美学


 总类


西方美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美学思想、理论在古希腊孕育、产生并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远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当欧洲原始初民开始从审美上把握事物，并创造出美的原始艺术时，便产生了原始形态的审美意识，开始了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胚胎状态的史前史。后随着西方人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发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发展和思维能力、审美创造能力的发展，尤其是艺术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的发展，西方美学思想便日益由自发到自觉，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系统，形成了绵延数千年的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西方有文献记载的美学思想约始于公元前6世纪。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古希腊罗马时期美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相继出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说、“形式”说，苏格拉底的“功用”说，柏拉图的“理念”说、“回忆”说、“迷狂”说，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净化”说，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普罗提诺的“流溢”说等有代表性的不同学说，开始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朴素辩证法的分野。（2）中世纪美学。神学统治了意识形态和美学、艺术。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演化为上帝，提出“美在上帝”，把上帝的美视为最高的本原的美。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神性美”，认为神是美的原因。（3）近代美学。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人文主义者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强调现实的美、人的美。达·芬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倡导“镜子”说，主张艺术真实地模仿自然，同时又强调人的能动性和艺术的典型化，要求艺术创造“第二自然”。到17世纪，法国出现新古典主义美学，笛卡儿、布瓦洛、高乃依、拉辛等人推崇古希腊罗马艺术和美学，强调理性，贬低感性、情感，在艺术理论上提出了“类型”说和“三整一律”等艺术法则。17—18世纪，英国出现经验主义美学，它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崇尚感性经验，注重审美心理研究。培根把人的知解力分为记忆、想象和理智，认为想象、情感是艺术的要素。霍布斯的“观念联想律”、“突然的荣耀感”，洛克的“白板”说、“巧智”说，休谟的“美是心灵发见”、“同情”说等，都强调感觉经验、心理、情感对于美的本质、美感的发生以及艺术创造的意义。与此同时，法、德理性主义美学则继承了新古典主义美学，以笛卡儿的“理性”说为基础，反对经验主义美学。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哈奇生的“内在感官”说，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说等，都表现了对理性的崇尚。在18世纪法、德启蒙运动中也出现了启蒙运动的美学，卢梭提出的“返回自然”说，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莱辛的“艺术反映人生”说，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鲍姆加登在1750年出版《美学》一书，正式提出“美学”的名称，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出现的德国古典美学，形成了西方美学的第二次兴盛时期，是美学由近代发展到现代的转折点。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利害感”，“先验共通感”，费希特的“自我”论，席勒的“外观”说、“游戏”说，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生气灌注”、“自我创造”等，都开了现代西方美学的先河。19世纪中叶盛行于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别林斯基的艺术典型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说等，发展了唯物主义美学和现实主义艺术论。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美学大多是从哲学认识论或某种文艺学体系出发，侧重从客体方面探讨美的本质、特征、功能。（4）现代美学。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美学研究重点由客体转向主体，方法论上从过去的“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陆续出现了以实证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符号论美学、结构主义美学、接受美学等为代表的众多现代流派。费希纳的“实验美学”，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里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距离”说，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能”说等，都在现代西方美学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美学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若干基本特征：（1）与哲学认识论具有密切的联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以至现代的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著名的西方美学家，都同时是哲学家，因此其思辨性较强。（2）重视知性，强调求知。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美学都从感性的审美经验出发，然后经过知性的分析与论证，达到理论体系的建立，强调知识的严密性与科学性。（3）受到宗教精神的影响，不满足于“此岸”世界，经常努力追求超现实、超自然的“彼岸”世界，从而具有较多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西方美学史是世界美学史最完备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渊源之一，也是发展我国现代化的美学理论体系重要的借鉴之一。


古希腊罗马美学
 （Aesthetic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公元前6世纪—4世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学思想。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希腊进入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繁荣，形成了最早的美学思想，并支配了以后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它发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极盛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罗马美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学派，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最早提出较有系统的美学思想的是一些研究宇宙构成的哲学家，其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哲学家，他们从哲学的认识论来探讨美学问题，对美和艺术进行思辨性的哲学思考。（2）具有自由批判和辩论的精神，起到了激发哲学思考的作用。（3）理论思维的表述以丰富的文艺实践为基础。古希腊罗马美学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早期的古典主义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初）。包括苏格拉底以前的早期哲学美学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智者派。他们把美学看成自然哲学的组成部分，关心美的客观现实基础。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美看成在数量比例上所见出的和谐，认为和谐起源于对立的统一。赫拉克利特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指出不同的因素产生最美的和谐，一切都起于斗争，从而见出美的发展过程与美的相对性。智者派以相对主义为理论特征，承认美的相对性，指出美只有在与时间、地点和目的等条件的联系中才存在。在艺术创造上强调视觉上的快感，对艺术采取感性的享乐主义的态度。（2）鼎盛的古典主义时期。苏格拉底是早期希腊美学思想向鼎盛期转变的关键。他把注意的中心从自然转到人类社会，美学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从社会观点出发，提出美的评价标准在于对人的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则丑，并由此提出美的相对性问题。认为美不能离开目的性，即不能离开事物对实现人的愿望所显示的价值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美和善的概念是统一的。在艺术创造上，反对把“模仿”理解为“抄袭”。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为鼎盛时期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一文中，最早通过美的现象来探讨美的本质，并在以后的著作中，根据他的“理念论”，将之发展成为真正的美是“美本身”，也就是美的理念，把永恒的“理念”抬高到神的地位。在文艺方面，主张模仿论，认为文艺只能模仿现实事物，达不到理念的高度，因此不真实。同时，文艺挑动人的感情，对人产生伤风败俗的影响，提出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在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方面，坚持灵感说，认为神输送给诗人以灵感，诗人是神的代言人，诗人创作只有进入“迷狂”状态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这一理论后经普洛提诺传到中世纪，为基督教神学所利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人，其《诗学》和《修辞学》是西方最早较有系统的美学著作。他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肯定文艺的客观真实性，主张艺术通过现象反映本质，比历史更真实，更带普遍性。在文艺的社会功用方面，肯定文艺的模仿是一种人类生来就有的“天性”，具有“求知”的作用，能激发情绪，使人产生快感，从而具有存在的理由。把美和善、文艺和道德联系在一起提出悲剧的“净化”作用。（3）希腊化时期。主要代表有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伊壁鸠鲁派从模仿自然中引申出艺术，从人的实际需要中追求美，认为美是自然本身的一种属性，艺术则产生于对自然的模仿。斯多葛派在早期继承赫拉克利特的传统，后转向唯心主义。认为自然高于艺术，艺术的目的在于与自然相符合。提出对称、比例是美的基础与本质。把美与善混为一谈，认为美的道德价值是最主要的。怀疑派则断言美丑判断与真理无关，怀疑客观的艺术科学存在的可能性。在罗马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贺拉斯、朗吉弩斯和普洛提诺。贺拉斯是古典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继承希腊传统，主张模仿希腊，基本上接受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提倡“寓教于乐”，并把类型化当作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流露出浪漫主义的倾向。把“崇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提出来，认为崇高的目的在于使人进入一种欣喜若狂的几乎失去自我控制的心理状态。要求文艺具有伟大的思想，深厚的感情，崇高的风格，强烈的效果。新柏拉图主义是古希腊罗马美学发展的终结和总结，产生于公元3世纪，奠基人是普洛提诺。他否定美是对称和比例的传统观点，认为它们无法反映美的本质。将柏拉图的理念说向着神秘主义方向发展。把柏拉图的“最高理念”看作神或“太一”，作为宇宙一切之源，认为它是最高的真善美的三位一体。用“流溢说”来说明美的产生。认为物质生来就丑，美离不开心灵，心灵用理念克服物质的丑，才具有美。普洛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美学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色彩，是中世纪神学美学的先声。


中世纪美学
 （Aesthetics in the Middle Ages，或Medieval Aesthetics）　公元4世纪至13世纪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美学思想。普洛提诺美学思想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罗马美学的终结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的开端。在此后的千年历史中，欧洲的美学理论与当时的哲学一样，也沦为神学的奴婢。中世纪美学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早期中世纪美学。公元4世纪后，基督教哲学—教父哲学处于优势地位，它以基督教一元神论的信仰取代古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鼓吹“上帝创世”说。奥古斯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他把美看成上帝的一种属性，以上帝代替柏拉图的理念。认为上帝是最高的美，是一切感性事物（包括自然和艺术）的美的最后根源。通过感性事物的美，人可以观照到上帝的美。感性事物的美是有限美，上帝的美是无限的美，有限美只是通向无限美的阶梯，它本身并无独立的存在价值。一般美是“整一”或“和谐”，感性事物是杂多、混合，从杂多和混合中见出的整一与和谐才是真正的美。（2）鼎盛期的中世纪美学。公元12世纪，是中世纪文化繁荣的时期，罗马艺术得到集中的表现，逐渐形成哥特式艺术。美学上，圣维克多学派的美学最为重要，其主要代表是圣维克多的雨果。雨果认为美有两种类型：高级的美即“看不见的美”和低级的美即“看得见的美”，后者是前者的反映。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单纯的和统一的，后者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取决于感性知觉的多样性和自然界美的对象的多样性。提出美是相反现象的统一的概念。他的这些思想都隐藏在神学外衣之下，依附于“看不见的”神性美的观念。此外，在这一时期阿伯拉尔和贝尔纳则成为12世纪美学的对立的两极。阿伯拉尔代表着中世纪思想的理性主义派别，持唯名论，主张“理解后而信仰”。认为人的道德原则和审美标准是人的行为与其良心的自然吻合，而不是信奉的教条。贝尔纳则虔诚奉行天主教教义，反对理性主义思想，主张贫困和愚昧是审美的标准，反对艺术的神话题材和幻想情节，力图用纯粹教诲式的任务来限制艺术的发展。（3）晚期经院哲学的美学。13世纪，经院哲学开始发挥作用。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他将普洛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系统化、神秘化，发展了上帝是终极的原因和一切存在物的终极目的的学说，认为最高的美具有神性的性质，神性美是绝对的美，人们可以通过感性事物的有限美隐约窥视到绝对的美；事物的美是通过感官来接受的，具有直观性和非目的性，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是美的，美的东西是感性的，美感活动是直接呈现的。认为美在形式，提出美的三要素说。主张美和善不可分割，两者既有一致处，又有区别。托马斯·阿奎那继承和发展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开启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美学。后来以马利坦为代表的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继承和发展了托马斯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欧美等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中世纪美学具有下列特点：（1）它的美学思想多从手工艺和艺术创作中反映出来。（2）它以神学的名义，在反美学的精神中表现了某些具体的美学思想。（3）它对近代欧洲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世纪美学至托马斯·阿奎那终结。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其文艺美学思想说明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转变。


拜占庭美学
 （Byzantine Aesthetics）　4世纪到15世纪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地的反映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官方哲学和基督教精神的美学思想。拜占庭美学思想与古希腊罗马的美学传统有紧密联系，它汲取古希腊罗马传统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新的要求，同时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沦为“神学的婢女”。拜占庭美学的中心问题是形象问题。公元5世纪时的阿烈奥帕吉特（Dionysius the Areopagite）文集，把统治世界的秩序本身看作“本原美的形象”，并提出“相似的”形象和“不相似的”形象两种类型。8—9世纪，拜占庭美学提出了形象与原型、描绘与描绘对象的相互关系问题。大巴西勒（Basil of Caesarea，329—379）认为，绘画中的描绘与原型不相合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的圣像破坏运动者认为形象与原型在本质上是等同的，神的原型不可能借助于神人同形的形象来加以描绘。754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决定：“具有光荣的人性的基督”，“决不能通过人类的艺术，比照任何别的人体，以一种尘世的材料绘为图像”。圣像崇拜者认为形象与原型有区别，形象与神的原型相等同的不是“本质”，而只是“名字”。拜占庭美学非常重视对审美知觉的研究，肯定视觉知觉是形象化地认识真理的一种手段。拜占庭美学的重要代表普塞罗指出，生动感人的绘画能揭开遮掩着真理的帷幕，对审美知觉起着电闪雷鸣般的轰击作用。拜占庭美学认为幻想与情感或理智一样，都是心灵所不可缺少的一种认识能力。斯图迪特指出：“心灵的五种能力之一就是幻想；幻想可以想象成某个圣像，因为无论哪个圣像都包含着描绘在内。”崇高的范畴（尤其是伪狄奥尼西关于崇高是“心灵庄严的表现”的范畴）在拜占庭获得广泛的传播，成为从古希腊罗马美学概念向中世纪美学概念的一个过渡性范畴。古希腊罗马美学与艺术以美为象征，拜占庭美学与艺术则以崇高为象征。拜占庭艺术的风格特征是罗马晚期的艺术形式与以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为中心的东方艺术形式相结合，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如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教堂中的镶嵌工艺、建筑照明以及金碧辉煌的装饰等，都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反映了政教合一的精神统治的权威。由于教会的束缚，后期的艺术风格趋向于公式化、概念化。它对中世纪欧洲各国，尤其是东正教国家的艺术有巨大影响。拜占庭美学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美学思想的来源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美学
 （Renaissance Aesthetics）　14—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盛行而产生的美学思想。始于意大利，后在欧洲各国流行。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它成为中世纪文化转向近代文化的枢纽，上承古希腊罗马的传统，下启新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它带有中世纪传统文化余波的影响，又在文化与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着新型文化的进步变革。这一时期艺术理论与哲学美学学说的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意大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与美学的中心。意大利人文主义文艺与美学在这一时期扫除了中世纪封建主义与神学给文艺和美学发展所设下的重重障碍。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经院哲学束缚，个性获得解放，以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与神学相抗，歌颂人间的世俗美和欢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使文艺从宗教婢女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认为美不是来自上帝的赋予，而是来自人为了创造“第二自然”而对自然所作的选择，标志着人的力量。认为文艺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显示普遍真理。（2）在文艺对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一般都坚持“艺术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观点。达·芬奇曾用“镜子”作比喻，认为“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经常把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面前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论绘画》）。要求对形象加以理想化或典型化，不应被动地模仿自然，而要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创造；形象创造与理想化都离不开想象和虚构，它所要求的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近情近理、令人可信的逼真。（3）在对艺术技巧的追求问题上，由于科学技术（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等）的进展，要求艺术家把科学技巧运用到艺术的表达上，强调“熟练技艺”的重要性，认为美的高低乃至艺术的高低都要在克服技巧困难上反映出来，难能方才可贵，故对形式很重视，流露出形式主义的倾向。（4）在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上，多数人反对中世纪基督教强加给文艺的伤风败俗的罪名，竭力为文艺作辩护，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认为文艺的对象是人民大众。也有人明确把寓教于乐看作诗的唯一目的，忽视艺术的思想性和教育功用（卡斯特尔维屈罗等）；另一些人则片面地强调美，轻视文艺的教育作用（佛拉卡斯托罗等）；还有人混淆了美与善、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从狭隘的道德观来衡量文艺的教育功用（维达、斯卡里格、瓦尔齐等）。（5）在文艺标准问题上，大多数人从人性的普遍性、各时代各民族的人在好恶上基本一致的观点出发，认为美具有普遍永恒的绝对标准，强调绝对美的存在（塔索等）；少数人徘徊于绝对美与相对美的主张之间（丢勒等）；个别人则肯定美与丑的相对性以及立场对判断美丑的作用，开始出现相对美与相对标准的主张（康帕涅拉），这一主张虽带有某种片面性，但在当时仍是一种难得的进步。


西方近代美学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西方近代美学思想、理论的统称。其特点为：（1）文艺复兴以后，随着人文主义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美学研究对象也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理念美、中世纪的神的美转向研究现实的美、人的美，体现了人性、主体性的觉醒。（2）美学研究在继续侧重从客体方面研究美的本质、特征和美感的同时，开始转向从主体、心灵方面探讨美和美感的根源。（3）同近代哲学上的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论争相呼应，美学上也经历了理性主义美学与经验主义美学的长期论争和相互交替、融合。（4）在艺术理论上既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模仿说，又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艺术的功能、技巧。（5）美学逐步从对哲学、文艺学、伦理学的依附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始于意大利随即在欧洲各国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以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与神学相抗衡，强调美和艺术不是上帝的赋予，而是人的创造。达·芬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提出了“镜子”说，主张艺术模仿自然，同时又要加以理想化、典型化，创造“第二自然”，以发挥艺术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17世纪末，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相妥协，法国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美学。它以笛卡儿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崇尚理性、贬低感性，崇尚典雅、反对媚俗，以古希腊艺术为楷模，乃至以古希腊神话为创作源泉。布瓦洛、高乃依、拉辛等人提出的“类型”说和“三整一律”等艺术法则，在英、俄、意等国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7—18世纪，英国出现的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博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美学则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他们把感性经验视为知识的基础，把美学由哲学思辨引向实践领域，开始注重研究审美意识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特征，把想象、情感和美感置于美学研究的首要地位。霍布斯的“观念联想律”、“突然荣耀感”、“快感”说、洛克的“白板”说、“巧智”说、休谟的“美是心灵发现”说、“同情”说等，都强调主观感觉经验、想象、情感对美的本质、美感的发生以及艺术创造的决定性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德国出现的理性主义美学又同经验主义美学相对立。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以及莱布尼茨将认识分为混乱的认识和明晰的认识，把审美认识视为混乱的认识等，都表现了对理性的崇尚、对感性的贬抑，并直接影响了鲍姆加登。他在1750年出版的《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创立“美学”学科时，就认为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不是研究理性认识的“知”，而是研究感性认识的“情”、混乱认识的“美”，认为美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在18世纪，法、德掀起了启蒙运动，同时也出现了启蒙运动的美学。它高举理性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中世纪式的愚昧，大力倡导科学和文化。卢梭提出的“返回自然”说，狄德罗提出的“美在关系”论，莱辛倡导的艺术反映人生等，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启蒙运动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美学的影响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出现的德国古典美学则是它们的集大成者，并将西方近代美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康德、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都从各自的哲学体系或文艺学体系出发，研究了美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论、“无利害感”论、“先验共通感”论，费希特的“自我”论，歌德的“自然”论，席勒的“外观”说、“游戏”说、“审美教育”论，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论、“生气灌注”论、“自我创造”论，费尔巴哈的“异化”论等，都既上承西方古代、近代美学，又下启西方现代美学，成为西方美学由近代发展到现代的转折点，并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几乎与德国古典美学盛行的同时和稍后，在德、英、法等国出现的浪漫主义美学（以德国施勒格尔兄弟，英国柯勒律治、卡莱尔，法国史达尔、夏多布里昂等为代表）对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批判，在德国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形式美学派与内容美学派的争论，以及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美学等，都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和发展，而19世纪中叶盛行于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则既是对法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发展，又是对它的反拨。别林斯基的艺术典型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说等，把旧唯物主义美学推到新的高峰，并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论。西方近代美学是西方美学也是世界美学的发展期和美学学科的形成期，为现代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启蒙运动的美学
 （Enlightenment Aesthetics）　18世纪流行于西欧，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美学思潮。欧洲自从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不断展开反对封建权威和宗教信仰的斗争。到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壮大，它和教会以及封建专制的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在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中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政治目的是为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它高举理性的旗帜，大力宣传科学和文化，反对中世纪宗教迷信和愚民政策，无情地批判一切封建专制主义的东西。反映到美学思想中，同样运用理性的武器，尖锐地批判封建主义的美学思想。启蒙运动的美学的奠基人是伏尔泰，但他不具备激进主义的特点，还想用新古典主义的形式来体现整个新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卢梭由于极端仇恨腐朽的封建主义，甚至否定一切文化和艺术，提出了“返回自然”的口号。全面而又深刻地阐述法国启蒙运动美学思想的是狄德罗。他提出了“美在关系”说，把美与具体的情境相联系；宣扬新型的市民剧，用以取代以封建阶级的王公贵族为主角的新古典主义戏剧；从人性论出发，强调戏剧的道德教育作用；坚持文艺的现实基础，同情民众；提出悲剧要写个性，注重理智，也重情感。他们都有力地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思想。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带有抽象思辨的性质，这是由它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其奠基人是鲍姆加登。他在从封建性的新古典主义到资产阶级性的浪漫主义的转变中，站在后者一边，把想象、情感、个别事物的具体形象提到第一位。在他之后，温克尔曼把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相联系，为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但他未能彻底摆脱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德国启蒙运动到莱辛达到高潮。莱辛激烈地反对高特舍特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反对高乃依的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在艺术中引进了运动、发展和激情冲突的原则，主张扩大艺术表现力，在艺术中体现“普通人”的思想和感情。他倡导市民剧，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戏剧应当真实地反映人生。与新古典主义美学根本不同，他不是把美看作抽象的理想、理性的产物，而是看作客观世界的物体的完满性的表现。此后，德国启蒙运动美学进入了最后阶段，代表人物是赫尔德。赫尔德否定模仿古人的原则是发展现代艺术的主要途径，认为复兴艺术的根源不是模仿古人，而是面向民族的艺术和诗歌，发展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启蒙运动的美学思想在英国主要是由经验派美学家加以发展的，在西班牙以加斯帕·德·霍维利亚诺斯（Gaspar de Jovellanos，1744—1811）和埃斯特万·阿特亚加（Esteban Arteaga，1747—1799）为代表。启蒙运动的美学思想对封建主义美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向往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用历史的乐观主义理解艺术的发展前景，强调艺术和审美活动的道德教育作用，具有进步的意义。它的局限性在于其代表人物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资产者”，希望通过审美教育和政治道德教育达到以理性和正义的原则改造社会的目的，具有空想的色彩。启蒙运动的美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美学原则，推动了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为德国古典美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德国古典美学
 （Classical German Aesthetics）　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于德国的美学思潮、流派。主要代表有康德、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它的产生和形成期，正是欧洲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神圣同盟和王政复辟到法国七月革命的时期，是上升资产阶级向没落封建贵族冲击的时期。德国古典美学的主要代表都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代言人。但因德国资产阶级具有的革命与妥协的两重性，其思想代表也具有向往革命与庸人气息的两面性，表现在美学上就是既富有向往自由、追求美善的理想，又有严重脱离社会实践、满足于通过审美活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庸人倾向。形成该派美学的社会原因主要是：（1）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一方面促进了辩证法和历史观点的发展，把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在德国的特殊条件下又使哲学、美学把现实矛盾转向思辨的观念世界，力图用人性的分裂来解释现实的矛盾，并用审美的非功利主义来调和这种矛盾。（2）当时文艺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新的美学问题。“狂飙突进”运动使德国文学艺术达到空前繁荣，但歌德、席勒的后期创作转向古典作风，追求超现实的遥远的人类理想目标。这一文艺现状，一方面提出了浪漫运动所强调的天才、想象、感情、崇高等问题，另一方面却要对此加以理性规范，提倡艺术无功利性。（3）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动力。自然科学的成果使该派美学家们具备了一种新的科学眼光，表现在理论的严谨、精确和对体系的完整、严密的追求上。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哲学和美学中的辩证法观点奠定了基础。德国古典美学具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划时代意义。它是西方美学发展的一个总结，与前代各派美学之间有着深刻的思想联系与承继关系。18世纪法、德启蒙主义美学在重视文艺的道德教化作用，关注文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强调情感、想象和天才，崇尚古代艺术等方面对德国古典美学发生了重要影响。英国经验派美学从经验事实出发，用归纳、比较、观察等方法研究分析美感经验，是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莱布尼兹的“天赋观念”理论和“预定和谐”的观点等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都产生深刻启迪，尤其是“美学之父”鲍姆加登确定了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提出美在“感性认识的完满”的观点，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美学有直接影响。德国古典美学在吸收前代各派美学的精华的基础上达到了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开辟了美学的新世纪。它对19、20世纪西方流行的许多美学流派从形式派、内容派、移情派、自然派一直到表现主义、快乐论、游戏论、符号论、社会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美学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德国古典美学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本身即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组成部分，它以康德为发端。康德提出的审美先验综合判断为该派美学开辟了方向。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和美学把康德美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成分推到极端。谢林的同一哲学和美学则转向了客观唯心主义。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美学成为当时德国消极浪漫派的精神支柱。歌德的美学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席勒则是康德到黑格尔的中介，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过渡。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集大成者，代表着该派美学的高峰。费尔巴哈美学转向唯物主义，强调感性。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导致该派美学的终结。该派美学的主要特点是：（1）在哲学世界观上，除费尔巴哈外，基本上都是唯心主义者。（2）体系完整，理论严密。除歌德和费尔巴哈外，其他代表人物都有完整的美学体系，他们都力求把自己的哲学主张贯彻到底，美学理论都具有严密性和彻底性。（3）把美学作为各自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哲学体系的需要出发，从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推演出全部美学体系，基本上是范畴的逻辑演绎，很少使用归纳法，具有抽象、晦涩、艰深的特点。（4）思想深刻。该派美学家都是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或大艺术家，具有博大精深的学识和深邃锐敏的眼光，都能抓住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的深层本质问题，努力揭示审美过程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述了某些辩证思想，康德、黑格尔尤为突出，所以该派由此被公认为美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流派。（5）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该派的代表人物研究各有不同，有的着重分析人的审美能力、审美心理机制和美的基本特性，有的研究艺术的本质和发展过程，有的探讨审美对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有的结合艺术创作和欣赏来阐述审美问题。凡是可能提出来的美学基本问题，几乎全都有所涉及。（6）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同时并存。该派代表人物都师承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力图以理性精神去说明和解释审美问题；但由于他们中多数人坚持唯心主义，执著于自我和精神，忽视客观世界，因而又带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主义因素。（7）充满了矛盾。由于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或是主观唯心论者（费希特），或是客观唯心论者（谢林、黑格尔），或是二元论者（康德），或是机械唯物论者（费尔巴哈），在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受到很大局限，使他们的美学学说包含着众多的矛盾，如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经验和原理的矛盾、出发点和结果的矛盾、基本理论自身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有的十分明显，有的比较隐蔽，但极富启发性。由于以上特点，德国古典美学成为美学史上声势最大、影响最深、价值最高的美学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如席勒关于人性的分裂和复归的思想，黑格尔关于美是心灵的对象化的思想，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感性的特征以及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思想，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被马克思批判地吸收，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要理论来源。集中反映该派理论观点的美学著作有《判断力批判》（康德）、《艺术哲学》（谢林）、《审美教育书简》（席勒）、《美学讲演录》（黑格尔）等。


十九世纪西方美学
 （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s）　19世纪欧洲各国主要是德、英、法三国的美学思想（不包括后期德国古典美学）。这一时期，德国美学呈多元发展的局面，但始终是欧洲美学发展的中心。最初出现的是与德国古典美学同时发展的浪漫派美学，主要代表有施勒格尔兄弟等。他们在哲学上受费希特、谢林及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在美学上把“自我”抬高到与超感觉的绝对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中心地位，反对“客观”的艺术，鼓吹“精神的主观方向和意识的个性状态”的文学。提出“滑稽说”，认为“自我”是唯一的真实，宇宙是虚幻的显现，当“自我”作为艺术家时，就以神的姿态超越并嘲笑宇宙万物，对一切事物都抱滑稽、虚无、无所谓的态度。德国浪漫派美学曾受到黑格尔严厉深刻的批评。继之而起的是唯意志论美学，主要代表为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在50年代发生巨大影响。提出“审美观审”的概念，认为当主体上升为不带意志和欲念的“纯粹主体”，以超越个别事物的理念即“纯粹客体”为对象时，就进入了主客合一的“审美观审”状态；艺术特别是悲剧是求得人生痛苦暂时解脱的一个途径。尼采把叔本华弃绝生命的悲观主义发展为乐观、强权的权力意志论，认为权力意志是人的本能，真、善、美只是肯定并促进生命的权力意志的武器；艺术是拯救人类、使人值得生活下去、促进人生的伟大手段。唯意志论美学在强调艺术和审美的非理性因素方面同浪漫派美学完全一致，为20世纪的美学开辟了新方向。与此同时，从19世纪初开始，德国发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形式美学派与内容美学派的争论。形式美学派的主要代表有赫尔巴特、齐默尔曼等。主张美或审美要素是纯粹的形式，而艺术品是审美要素（形式）与非审美要素（内容）的复杂总合。内容美学派的主要代表有费舍尔等。他们基本上奉行黑格尔主义，认为美本身是理念和现象的完善统一，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式派与内容派的争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世纪近代解释学美学也开始在德国发展起来，主要代表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施莱尔马赫主张解释学美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克服“解释学循环”与时间的距离所造成的对历史上艺术本文理解的困难。狄尔泰继之扩大和发展了解释学美学，认为全部生活范围都有解释学意义，人的艺术活动及其产物都有意义并传递着意义，都需要理解与解释。他们的解释学观点为现代解释学美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世纪下半叶，黑格尔派美学发展为后期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其主要代表有罗森克兰茨、哈特曼等，他们都发展了黑格尔美学所忽视的“丑”的概念，并作了深入的探讨。与后期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对立的是费希纳开创的实验心理学美学，它把实验方法引入美学研究，以“自下而上”的方法，代替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形而上学方法。为德国和整个西方美学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还有屈尔佩、齐亨、华伦亭等。19世纪的英法美学，因其经验主义与古典主义美学的固有传统以及30年代以后受到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思辨性较强的德国美学的面貌。在英法先后崛起的浪漫主义美学、现实主义美学、唯美主义美学等，更多地以相应的艺术流派为根基，美学思想较少形而上的性质，更接近于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和批评活动。19世纪20、30年代，英法浪漫主义在对古典主义僵化教条的批判中首先诞生。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柯勒律治、卡莱尔，法国的史达尔、夏多布里昂等。他们在社会倾向上虽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美学上都共同主张崇尚和回归大自然；强调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重视个人价值和艺术家的绝对自由，鼓吹以个性、灵感、热情冲决理性、法则、道德的约束。由此出发，他们把艺术想象提到艺术创造的中心地位；把“象征”上升为美学范畴；主张艺术表现丑与怪诞，并把丑提高到审美中心范畴的地位。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低落，英法民族的浪漫热情逐渐衰退，现实主义的艺术和美学得到迅速发展。法国画家库尔贝首先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号，提出以严峻的眼光正视现实并真实地描绘现实的美学原则。与此同时，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思潮也在迅速发展，英法等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出一大批现实主义杰作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现实主义创作主张与美学观点，从各个方面充实、丰富了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是强调艺术的真实性，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再现时代的社会生活；主张以清醒的理性精神正视和解剖现实，对现实持彻底批判态度；坚持以人道主义为衡量现实人生的道德和价值尺度；恩格斯把现实主义概括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70年代后，英法美学界出现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的转化。唯美主义美学既反对浪漫主义，更反对现实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美与实用功利毫无关系，艺术应超然于现实。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佩特、王尔德和法国戈蒂埃、波德莱尔等。与上述从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美学流派并行发展的，还有在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社会学美学，这是19世纪英法美学中的一股新潮。孔德把人的理智、情感、行动合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要理解艺术作品就须研究人及其环境，提出艺术美学和社会学的方向。法国丹纳是实践这一美学方向的第一位代表，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解释推动艺术发展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居约继丹纳之后论证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同情，从理论上弥补丹纳偏重于史实阐释的不足，推动社会学美学的发展。英国19世纪下半叶出现罗斯金和莫里斯等社会学美学家，他们着重围绕造型艺术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他们的观点触及到艺术创造与劳动技术相结合的问题，对英国和欧洲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英法美学的另一支脉是70年代以后盛行的艺术起源研究，即发生学美学研究。英国斯宾塞首先提出艺术进化论。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原始艺术源于交感巫术的理论，并把原始艺术同原始部落的风俗、仪式、信仰结合在一起考察，为发生学美学的社会学研究开辟方向，直接影响了从神话和仪式角度研究文艺的英国“剑桥学派”。芬兰希尔恩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提出把心理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艺术的主张，认为艺术冲动是表现社会性情感的一种冲动，信息的传递、记忆的保存、性的抚慰、劳动的需要、战争的刺激、巫术的效果等非审美因素都是推动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性因素。19世纪末，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蓬勃发展影响下，在费希纳实验美学所开创的“自下而上”的新方向的指导下，欧洲各国美学的发展逐渐趋向一致，尤其在对审美活动的生理心理研究方面达到同步，德国美学与英法美学在这一领域内相互接近、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不再泾渭分明。这一时期有关审美活动生理心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快乐说”、“游戏说”和“移情说”。“快乐说”主张美的显著特征是引起持久不变的快乐（快感）。其前驱是达尔文，主要代表为英国艾伦、萨利等。“快乐说”对于审美活动的生理基础和心理机制的揭示，对于审美经验和审美态度的基本特征的描述，为审美心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游戏说”最早由席勒提出。后由斯宾塞加以发展。萨利纠正了斯宾塞只探讨审美与游戏的一致性而忽视两者区别的偏颇，提出审美不同于游戏的特征是：持一种较平静而消极的态度；具有无利害的纯洁性；有一定的审美理想和标准作指导。德国谷鲁司也反对斯宾塞的“过剩精力说”，提出“游戏练习说”，认为艺术是由较高级游戏过渡来的，艺术家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旁人，以显出高于同类的精神优越，对“游戏说”作了补充与发展。“移情说”是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一派美学，首创于德国，又传播到英法等国。主要代表为德国的里普斯、谷鲁司、伏尔盖特，英国的浮龙·李和法国的巴希等。德国美学家洛采首先对移情现象及其特征作了描绘；费舍尔提出“审美的象征作用”是“对象的人化”；其子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移情作用”概念。里普斯认为审美欣赏是主体情感对客体的“移入”或“外射”，即移情，实即人的自我欣赏。谷鲁司发展了里普斯的“移情说”，提出“内模仿”说。浮龙·李使“移情说”在英国流传。“快乐说”、“游戏说”和“移情说”在19世纪末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创建审美心理学开辟了道路。19世纪西方美学虽然纷繁多变，但仍有其不同于上一世纪的基本特点和趋势，主要是：（1）19世纪是欧洲经济、政治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美学思想酝酿着新的突破。美学开始从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单一的哲学美学朝着多元化多学科方向发展，艺术社会学、审美心理学、审美发生学先后诞生，并取得初步成果。（2）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美学都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深刻影响，以费希纳实验美学为标志，美学研究从“自上而下”的思辨演绎转向“自下而上”的经验实证；美学的课题也从“美的定义”的抽象探讨转向审美主客体关系中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论上从单纯的逻辑归纳和演绎转向科学的实验方法，开创了美学走向科学的新路。（3）开始出现反叛启蒙运动所崇尚的古典美的倾向。从主张“模仿自然”，到鼓吹表现内心世界；从单纯追求优美或崇高到强调表现丑，或化丑为美；从主张单纯的客观陈述或主观移情，到注重象征、暗示、隐喻等方法。对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和美学的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4）开始出现背离德国古典美学传统的非理性倾向，对生命、意志、情感、想象、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强调，常压倒理性主义的观点，为20世纪西方美学走上彻底反理性、反传统的道路，埋下了种子。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ism）　19世纪初至60年代俄国代表农民革命利益的先进分子，在反对封建压迫、争取社会进步的解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他们以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将文艺评论和美学研究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思想和理论观点。其突出特征是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主要内容为：（1）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主张现实是第一性存在，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别林斯基指出生活是艺术的唯一的土壤和材料，一切美的事物只能包括在活生生的事物里，艺术乃是现实在艺术形象中的创造性的再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定义，认为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所遭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生活与美学》）。强调现实以外没有真正的美，人对美的渴慕，只有现实才能加以满足。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艺术是现实社会发展的一种因素，它的特质就是本质的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艺术。（2）在艺术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问题上，强调艺术的社会教育作用，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别林斯基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生活给以概括的描绘，它必须根据生活和现实的真实面貌来再现生活和现实，成为“社会的一面忠实的镜子”。但艺术的目的不仅是再现现实，而且要帮助变革现实，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服务。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艺术的本质在于注视现实的生活、生活的美及其一切矛盾，艺术必须始终与现实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并对现实加以忠实的描绘。但描绘不应是自然主义的模仿，而应是创造性的再现。艺术除再现现实外，还有更高的目的和作用，即要说明现实，对现实加以判断，帮助对现实加以革命的改造，起到社会批判武器的作用。杜勃罗留波夫则进一步认为，艺术应当具有人民性，突出劳动、社会斗争和人民革命的主题，反映人民的生活并代表人民的利益。指出要获得真正的人民性，作家必须成为时代的代言人。（3）在艺术创造的问题上，主张艺术与科学的区别在于艺术始终借助形象和图案来表现事物，显示真理。离开形象，艺术就无法表现思想内容。别林斯基极为重视典型化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提出“熟悉的陌生人”的有关典型的名言。认为典型化是文艺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文艺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艺术的创造应当尽可能减少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始终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忠于生活、尊重现实是其决定作品思想与艺术的价值的依据，也是判定其社会意义与教育影响的价值的依据。它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直观的旧唯物主义的水平上，但在唯物主义美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为俄国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s）　20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两大主潮：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是现代人本主义美学的前驱。克罗齐把“直觉”作为美学的中心概念，创立表现主义美学，其理论通过科林伍德在英美等国得到广泛传播。该派是现代人本主义美学第一个重要流派，也是20世纪形成最早、影响最久长的一个非理性主义美学派别，在美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柏格森创立的直觉主义美学与表现主义美学遥相呼应。以贝尔和弗莱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美学是20世纪前30年颇有影响的艺术心理学流派，贝尔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理论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很大影响，以弗洛伊德为主要代表的精神分析美学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深远的心理学美学流派。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某些重要心理特征。与此同时的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闵斯特堡的“艺术孤独说”，也是20世纪初期有影响的心理学美学流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研究重点从传统美学以审美客体为中心，转到主体的心理功能和体验上，把超功利性视为审美活动的本质。新托马斯主义美学兴起于20、30年代，代表人物是马利坦和吉尔松。他们在美学上提出以神学直觉主义为中心的艺术论。是中世纪神学与柏格森直觉主义美学结合而成的现代畸形儿。30年代以后兴起的现象学美学与存在主义美学，是至今仍不断产生影响的两大人本主义美学流派，它们在思想来源上同宗，在观点上互相交叉、重叠。现象学美学主要代表是英伽登与杜弗莱纳。他们既注重对作品本体结构、要素的剖析，又突出强调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创造性与能动作用，开始把艺术家——作品——鉴赏者作为一个动态的统一过程来考察，对后起的“接受美学”有重要影响。存在主义美学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40—60年代。它强调以人的“存在”为艺术表现中心，强调艺术创造与审美中主体（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强调艺术凭借非理性方式透视与把握世界的本质，同传统人本主义美学针锋相对。60年代兴起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现代解释学美学的奠基人是海德格尔，他把理解看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而把解释学从近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高度。解释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伽达默尔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观点，主张艺术的目的是追问“存在”的意义，艺术作品的意义在于同代及后代人对作品的理解。以尧斯和伊瑟尔为主要代表的接受美学是在解释学美学和现象学美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尧斯认为文学史应是被读者接受和产生效果的历史；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同读者的接受、反应、评价密不可分。伊瑟尔更多地接受了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着重探讨阅读过程的现象学，提出文学本文的召唤结构由空白、空缺、否定三要素构成，召唤读者通过阅读进行创造性的填补、连接和完形。20世纪人本主义美学思潮的各个流派都贯穿着一种意向：强调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决定作用，追求审美的绝对自由和超越，用非理性因素来解释艺术创造与鉴赏的本质。这些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美学的基本观点相对立，显示了现代人本主义美学的反传统倾向。科学主义美学是20世纪美学的另一股主潮，其思想基础是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它主要通过自然主义、实用主义、语义学、分析哲学、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结构主义等美学流派的发展得到体现。自然主义美学的第一位代表是桑塔亚那，他把艺术创作与审美经验自然主义化。门罗继之举起“新自然主义”旗帜。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美学是与自然主义相呼应的科学主义美学另一重要流派，它认为美的形式只有凭借经验才能被人们理解和欣赏。分析美学是科学主义美学朝着不同于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方向发展的另一流派，它是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派别之一。其特点是把美学研究导向语词、概念、符号与意义、逻辑与结构等方面的实证分析和具体解释。摩尔为其前驱，奠基者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情感主义”为其第一阶段，以摩尔、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为代表，潜伏着“美”不能定义、美学命题没有意义的倾向。日常语言分析为其第二阶段，由后期维特根斯坦在30年代创立。他把前期从逻辑形式方面的研究，改变为从语言的“使用”或“用途”方面去研究语言的意义，并用于美学，注意到审美活动及其背景的复杂性，为50年代起美学上的怀疑论和取消主义开了先声。怀疑论的代表肯尼克认为传统美学建立在为美与艺术下定义的基础上是完全错误的，任何用简单定义来表达其复杂逻辑内涵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韦兹（M． Weitz）也认为艺术是一个“开放的”概念，逻辑上不可能给以明确的规定。分析美学从而对传统美学从内容、形式到方法都给予全面怀疑和彻底否定。从怀疑论回到肯定论为其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是迪基。他提出“习俗”论（或译“惯例”论），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习俗”的认同，一个时代多数人共同承认，并“授予”一个人工制品以“艺术品”的地位，那就是艺术。他比较注意艺术的社会性，与怀疑论和单纯的语词分析相比，前进了一步。科学主义美学中同分析美学几乎同时兴起而在40、50年代广为流行的另一流派是符号学美学。其前驱为卡西勒，代表人物是苏珊·朗格。卡西勒认为艺术实质上是“感情的形象”，故“是一种符号的表示”。苏珊·朗格继之把符号形式分为语言符号与艺术符号两种，认为前者是推理的、可分解和翻译的，后者是情感的、整一的和不可翻译的。符号说渗入了“普遍人性”论，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科学主义而与人本主义思潮发生了横向联系。同精神分析美学等不同，格式塔（完形）心理学美学更接近于科学主义思潮。该派成就和影响最大的美学家是阿恩海姆。他运用格式塔原理分析艺术和视知觉的关系，认为客观事物之所以具有能表现人类情感和心理这种“表现性”，在于客观事物与人类主体心理的结构形式的相同或相似。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为美学的科学化开辟了一条新路。结构主义美学是同分析美学、符号学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主义美学思潮中又一重要流派。它酝酿于40年代，60年代中后期在法国形成高潮。其前驱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它打出“反人本主义”的旗号，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达到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它是一种扩展到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及其他领域的论述活动。前期的主要代表列维斯特劳斯主要运用结构主义原理对神话进行阐释；前期的巴特侧重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研究文艺现象，认为作品由其各部分按一定深层结构组成整体才有意蕴。结构主义美学以其“客观”、“科学”的面貌获得颇大的声誉，但70年代起渐趋低落。当代科学主义美学中最晚近、最新的流派是60年代末萌发于法国，后传到英美的后结构主义美学。主要代表为德里达、后期的巴特和“耶鲁批评派”诸成员。就其观点而言，它不仅反人本主义，也反科学主义。但大部分代表人物都从结构主义或新批评派中分化而来，同结构主义有密切联系，故仍可纳入科学主义思潮。后结构主义美学的核心是“解构”，主张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语词分解来重新创造本文，获得审美愉快。这派美学还在发展之中。与这两大思潮同时发展着的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代表人物从卢卡奇、列斐伏尔、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布洛赫，直至当今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伊格尔顿、詹明信等。他们中间本身倾向十分复杂，有精神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从观点上看有接近于人本主义的，也有接近于科学主义的，但都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活力。现代西方美学虽然每一流派具体主张各不相同，但就多数流派的情况及其整体发展而言，却有共同特点：（1）同现代西方哲学同步发展。每一具体美学流派几乎都以相应的哲学流派为根基，分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潮。（2）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精神寄托与理论辩护。（3）研究重点从审美客体转向审美主体。这种根本方向的转移，表现了一种极为鲜明的现代意识：人对“自我”的进一步反顾、发现、追寻、探索和惶惑。（4）重视对艺术本体论的研究。与传统美学相比，这种研究在三个方面获得深化：第一，把艺术本体同创作主体的心理功能与活动联系起来研究，进一步认识了艺术的创造性（独创性）、表现性、有机性、整体性等重要特征，以及直觉、无意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重视对艺术作品“本文”的内在逻辑和结构关系研究，进一步认识了艺术作品多层次有机复合的动态的立体结构；第三，把艺术本体同鉴赏主体能动的心理需要和活动结合起来研究，把艺术创造—作品—艺术鉴赏连成一个整体，进一步丰富了艺术本体论的内涵。（5）突破对思辨性哲学的依附，向经验性的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和一般艺术科学靠拢。（6）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和科学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美学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的局面，展现了美学有可能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前景。（7）两大对立主潮及所属各流派之间的互相渗透、交叉、影响、融合有所加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美学在要不要以“人”为中心这一点上是根本对立的，但在一些具体方面又互相渗透和吸收。（8）流派数量大，起落更迭速率快。在20世纪，西方美学流派的数量已超出前19个世纪美学流派数目的总和。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一般不过20—30年，繁盛期则更短。（9）研究出现综合化、整体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其一，不少美学流派都注意对研究对象，包括作品、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作综合的、统一的把握。其二，现代的比较美学作为一种新的趋向脱颖而出。其三，在方法论上，采取了多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并开始引进和改造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拓宽了美学思维的空间。其四，把美学课题放置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作为广义文化的一个方面来审视。（10）在世界化的同时保持独特的民族地域色彩。在20世纪以来美学研究中心从德国到美国，从欧洲大陆到美洲的转移中，各民族美学仍保持了固有的特色。20世纪西方美学，就某一具体流派或个人的成就而言，无法同德国古典美学相匹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却达到了一切传统美学难以企及的成就。它的反传统倾向，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中来看，是一种积极的否定，是辩证扬弃过程中的一环，为下一世纪美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苏联现代美学
 （Contemporary Soviet Aesthetics）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的苏联美学思想。这一时期是苏联美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一大批有影响的美学家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庞大的美学家队伍，给苏联的美学研究带来了承前启后、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在国际上也十分活跃。这些美学家大体上由三代人组成，以洛谢夫、阿斯穆斯、里夫希茨为代表的老一代美学家；以奥夫相尼柯夫、齐斯、波斯彼洛夫、洛特曼、卡冈、涅多希文、布罗夫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美学家，和以斯托洛维奇、鲍列夫、万斯洛夫、古雷加、达维多夫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学家。内容主要为：（1）审美本质。1956年是苏联当代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初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起苏联美学界的注意，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关于审美本质问题的大辩论，形成了以波斯彼洛夫为代表的“自然说”和以斯托洛维奇为代表的“社会说”。前者认为美的本质在于对象的自然属性，后者则认为美的本质在于对象的社会属性。以布罗夫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则力图综合“自然说”和“社会说”的美学思想。“自然说”派认为美的根源在于自然界本身的属性和规律，美为现实对象本身所固有，客观自然的美不具有社会性，只有人对它的主观反映才具社会历史内容。“社会说”派则提出正是在人与自然发生“人化”的实践过程中，事物的审美属性才得以客观地形成和发展。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自然美和社会美是客观现实中审美的两种形式，前者不依赖人类社会存在，后者与人的自觉活动相联系。这场辩论对苏联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国际美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场辩论所导出的把美看作一种价值范畴的思想，为60年代中后期苏联美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方向。（2）审美价值和艺术活动。苏联美学界普遍认为审美价值和艺术活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现象，美学界许多学者相继阐述了价值说方法对分析审美关系和艺术活动的原则意义，其中以斯托洛维奇的观点最为系统。他在专著《审美价值的本质》（1972）中建立了他的价值说美学体系。卡冈把艺术活动作为特殊信息的制造、保存和传达的过程来考察，将其确定为一个信息系统，它一方面受这类系统的结构和功用的普遍制约，另一方面受艺术活动中制造、保存和传达信息的特性的制约。洛特曼的艺术符号学理论在苏联和西方都有较广泛的影响。在苏联当代美学的发展中，它同传统的纯认识论方法相对立，在认识艺术复杂的内部结构上是一大突破。（3）审美文化。是60年代以来苏联美学界提出的新概念。认为“审美文化”是处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美学范畴。它贯穿于社会实践的一切形式，存在于从生产至日常生活为止的所有社会领域，并且是进行思想审美教育的一种良好的形式。（4）审美教育及其研究也是近年来苏联美学界和广大社会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其理论发展的特点不仅同实际密切联系，而且力图创立系统的知识体系，阐明基本原则，把握传播和发展审美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劳动、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人的行为和外貌、人的内心品质）。苏联现代美学的特点是：（1）重视对艺术哲学的研究。把各种艺术现象纳入世界文化来进行研究，考察艺术的本质、特征、功用、艺术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以及精神活动形式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特点，分析艺术的样式及其分类、相互影响和内在联系的规律；探讨艺术创作的历史形式、方法和风格。逐步改变了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克服了以往美学研究的历史视野的狭隘性，把整个世界艺术史过程纳入了研究范围。（2）分工日趋细密。各种门类的美学，如电影美学、音乐美学、绘画美学、戏剧美学、舞蹈美学、建筑美学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研究。美学史、美学理论、审美教育方面的著作大量涌现。到70、80年代，美学同相邻学科的接触、渗透更为普遍，许多超学科的方法论，如价值说、系统分析、信息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在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使苏联当代美学的方法论基础不断深化。（3）物质文化领域里审美研究的扩大和深化。研究扩大到科技进步和工业中审美创造的相互联系等方面。在苏联美学研究中出现了“迪扎因（Дизайн
 ）”这个新词，用以指工业中的艺术设计。技术美学一般亦即指以“迪扎因”为研究对象的一个美学分支。1962年成立了全苏技术美学研究所，在苏联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完整的技术美学研究体系。苏联美学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思想、分析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外，近年来还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学流派的介绍和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组织机构的完善和定期刊物的出版，也为扩大美学研究提供了条件。比较有影响的美学刊物有：《美学问题》、《美学论集》、《国外美学》、《美学和生活》、《伦理学问题和美学问题》、《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等。


东方美学
 （Oriental Aesthetics）　一般指世界东部地域主要是亚洲地区各民族和国家的美学思想。包括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朝鲜美学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美学，有人把中近东地区及阿拉伯各国的美学也纳入东方美学范畴。东方美学的特征与东方艺术的特点密切相关，它不追求经验科学的自然主义，崇尚超越自然和超凡脱俗的象征主义；不凭靠现象形态的准确再现，而借助精神意念的神奇想象；不停留在有形的事物前作外部的观察，而以外形为线索走入内在世界；不把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作为终点，而以外物景致与人的情趣的交融，天地之间的气韵与人的生命节奏的契合为至境。它对艺术形象中精神的美的注重远远超过物体的美，艺术想象的运用远胜于对物质媒介的运用。其想象力使人突破自然界的因果关系，越出概念思考的固定模式，进入与天地合一的审美意境。这种审美理想导致东方艺术多从写意着手去创造自由漫游的流动意象，与西方艺术偏重写实，创造逼真而固定的形象不同。东方美学这些特征同东方哲学传统中重感受、重领悟、重直观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与西方美学基于西方哲学中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不同。东方各民族古代如佛教、道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思想和艺术对东方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方艺术和美学思想对现代西方的艺术和美学的发展产生过并还在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派艺术从外在写实转向内心表现，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反理性主义，主张直觉顿悟，追求返朴归真，同自然交融，以及对审美情趣及心理特点的强调等，与东西方美学的交流和汇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现代东方美学也吸收了不少西方美学的内容。


印度古代美学
 （Indian Ancient Aesthetics）　公元前在印度萌生，公元1世纪开始形成，公元10世纪前后趋于成熟。以“情”、“味”、“韵”、“喜”为基本范畴。在印度最古的吠陀文献中只有零星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论述。公元前6世纪起随着佛教、耆那教的发展，美学思想有了发展，史诗开始创作并流传，对语言、诗律、祭仪、乐舞有所研究。公元前3世纪印度形成统一帝国，同古希腊有了文化交流，艺术与美学思想进一步活跃。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第一部戏曲艺术专著《舞论》，其中包含了以后印度美学的基本范畴“情”与“味”。4世纪集体创作的《工巧论》则侧重于更具体的房舍、庙宇、宫殿等的建筑艺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公元7—8世纪，印度古代哲学家伐摩那在《诗庄严经》中主要讨论了诗体问题，但局限于分析诗歌技巧。8—9世纪，印度古代美学有了很大发展，阿难陀伐弹那的论文《韵光》已注重艺术内部的潜在内容，即所谓“韵”的分析，认为诗歌作品具有内在的、隐秘的含义。印度古代阿毗那婆笈多（公元10世纪）的美学观点是印度古代美学的最高发展。他在《韵光注》和《舞论注》中，深入研究了印度美学的传统概念“味”（审美感知），把它同对于现实生活的感知联系起来，提出艺术最高境界应是“喜”（阿难陀、欢喜），并以“喜”解说“味”。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使艺术面向现实。印度古代美学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影响巨大，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始终十分微弱。（2）在艺术论方面，主要是用宗教观念解释艺术。把艺术看作是神的象征，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达神的生活的美，人不配在艺术中加以描写。艺术的功用就在于帮助人们达到“摩克沙”——对尘世的解脱。（3）追求形象的抽象性。婆罗门教诸神（梵天、毗湿奴、湿婆）在本质上都是无个性的、虚幻的，他们同时可以有许多化身。要求艺术朝着创造抽象的、没有固定性和明确性的形象发展，神只能被画成概括的、拟人的、理想化的形状。（4）注重艺术的“韵味”。从特别崇高而深刻的意义上解释韵味，认为梵就是韵味，韵味就是极乐；“印”（手和手指的姿势和动作）能帮助引起相应的韵味。（5）从总体上说，印度古代美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对具体门类研究走向进行较为抽象的理论概括的过程，但仍缺乏类似西方古代美学那样高度的哲学概括。“情”、“味”、“韵”、“喜”是印度古代美学的四个基本范畴，“情”兼指外在情境和内在情调，是表演藉以感动观众的内容，分为“固定的情”与“不定的情”；表演中具有的统一情调即“味”，“味”分八种：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韵”指诗歌等文学作品暗示的言外之意，诗有“暗示义”方算上品；“喜”指从欣赏艺术作品获得的主客合一的精神境界。印度古代美学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19世纪西方近现代哲学美学勃兴之际，印度美学仍基本保持古代美学原有的思路和格局。


日本美学史
 （history of Japanese aesthetics）　日本美学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

在古代，日本人在其生活实践、审美实践和艺术创造中，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观。5世纪至6世纪，先后从中国传入中国传统的艺术、汉字、儒学和中国化了的佛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将作为技艺的“艺”与作为儒家理法的“道”结合起来的“艺道”美学思想，并贯穿于和歌、物语、戏道、书道、画道、茶道、花道等各种艺能领域，强调艺服从并服务于道，重视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12世纪时，藤原俊成（1114—1204）在《千载集》等著作中进一步强化了“道”的观念，主张艺道不能片面追求技艺的训练，而应加强内在性修养，使艺术达到“幽玄美”的境界。在17世纪的德川幕府时代，中国的儒学在日本分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成为日本政治、哲学、伦理学的主流思想和艺道美学观的精神支柱。18世纪的日本江户时代，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玉小栉》等著作中研究了日本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并提出“物哀”观，认为日本的和歌、物语等反映了人们触景生情所产生的感动、赞叹、哀伤，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结果。此说触及了创作心理、审美心理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美学发生了巨大变化，“艺道”思想虽仍作为传统美学观、艺术观被继承和发展，但更注重吸收西方美学思想，许多美学家都曾留学欧美，逐步形成了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日本传统美学相结合的日本现代美学。西周在《美妙学说》等著作中将美学称作“美妙学”，与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同属哲学。他以孔德实证主义改造了中国儒学的“理”，把理分为物理与心理，认为创作心理、审美心理是对美妙事物的反映。中江兆民第一个将aesthetic译为“美学”，从此日本有了美学学科，并影响了中国等其他国家。此后，日本美学在西方哲学、美学影响下，形成多种流派。北村透谷（1868—1894）在《精神生命论》中提出“内在生命论”，认为现实社会压抑了人的内在要求，需要有一种同一切束缚作斗争的“内在生命”，它是艺术的对象和理想。艺术应“干预人生”，塑造人的灵魂，唤起人的“内在生命”。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等著作中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艺术的根源是人的生命力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烦恼，是苦闷的象征物；艺术的本质应是超社会、超功利的，是摆脱苦闷的手段，是人的生命力的绝对自由的表现，审美则是排除功利得失，摆脱苦闷，达于心物统一的“享乐主义的观照”。阿部次郎（1883—1959）致力于研究心理学美学，传播里普斯的“移情”论，认为移情是美的根源和心理学美学的基础。大西克礼则反对只注重经验性事实的心理主义美学，主张用社会学方法阐明美的社会根源和审美的社会性、民族性。中井正一注重研究电影等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新观念、新方法，提出“机械美”、“功能美”等范畴，主张美学应探讨现代机械、技术文明对艺术、美学的影响，从机械、技术的发展中把握美和艺术的时代特征。竹内敏雄明确提出“技术美”概念，主张建立“技术美的美学”。认为美学与艺术学有联系又有区别，美学研究包括技术美在内的美的存在形态、审美经验、审美价值等问题；艺术学则着重研究具体的艺术技巧、类型、样式等技术的一般原理。今道友信受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提出美的“相位”说和审美“解释”说，认为美不是存在于事物，而是取决于主观意识的接受方式，所以美的形态就是意识的形态。也有些美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张美具有客观性、社会性，美感是对美的能动反映。日本美学是世界美学和东方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广泛吸收东西方美学思想，并与本国的审美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它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产生过一些影响。


 名词术语


美与数
 （beauty and number）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美与数之间关系的思想。他们认为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人间的一切现象，万物最基本的原素是数，美体现着合理的或理想的数量关系。该派从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认为音质由发音体的数量差别决定，如发音体（如琴弦）长，声音则悠长，发音体短，声音则短促；震动速度快，声音则高昂，震动速度慢，声音则低沉。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上的比例组成，音乐的基本原则在于数量的关系。该派将从音乐中发现的和谐道理应用于建筑、雕刻，探求数量比例与美的效果之间的联系，并由此总结出美的本质就是数的比例与和谐的思想。该派关于美与数的思想，成为西方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最早萌芽，对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近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产生深远影响。


诸天音乐
 （musica universalis）　又称“天体音乐”。毕达哥拉斯学派用语。指星体在宇宙运行时激起的灵气所造成的旋律。该派从宇宙是由数的和谐关系构成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音乐，一种是人间音乐，一种是诸天音乐。诸天音乐是一种永恒和谐的音乐，它由星体按照数的和谐规律在宇宙中以和谐的距离、预定的速度遵照一定轨道运行时激起的灵气所形成，体现了宇宙的和谐与比例，也体现了美的本质。人间音乐则是对诸天音乐的模仿。音乐家的使命在于把诸天音乐传到人间。


天体音乐
 　即“诸天音乐”。


艺术模仿
 （imitation；mimesis）　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美学主张。在古希腊流行的模仿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认为艺术不但模仿美的形象，而且能模仿美的性格。“美的形象”来自对现实生活中美的人物的模仿。但生活中很少有“全体各部分都很完美”的人。艺术家必须对各色各样的人进行选择，将那些分散的“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塑造出“每一部分都美”的形象，使观众在欣赏这个形象时产生美感。苏格拉底论述的艺术模仿问题为西方美学史上典型理论的研究创立了良好开端。参见“模仿说”。


美本身
 （beauty itself）　古希腊柏拉图用语。在早期著作《大希庇阿斯篇》中首次提出，后在《斐德诺篇》和《会饮篇》中作了详细阐释。指美的本质或本源；统摄一切美的事物的最高的美，真正的美，即美的理念。它可以独立存在，不依赖于具体的美的事物；它具有能使任何一件事物成为美的品质；美的事物表现和分享了美本身才成其为美的；它在时间上或逻辑上先于美的事物，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人对美本身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真正能够接近美本身的人只是少数哲学家。美本身的观念明显地暴露出柏拉图把美的本质加以绝对化的倾向。


灵魂美
 （spiritual beauty）　古希腊柏拉图用语。在《斐多篇》中提出。指灵魂的纯化。即灵魂脱去肉体的桎梏，或灵魂一旦生存于肉体之中，却不沉溺于肉体的享乐，超尘脱俗，去欲存智，摒弃一切身外的享受，通过净化，使灵魂得以保持纯化。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与肉体是分离的，灵魂先于人体独立存在，具有知识，是永恒的。一旦降至肉体，便成为被禁锢在肉体中的人体最尊贵的部分。它包括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只有拥有理性的人，即哲学家，其灵魂才能摆脱肉体的羁绊，观照理念，观照感官所无法把握的真、善、美，实现灵魂的纯化，达到灵魂美。一般人，因等级不同，净化程度也不同，但都难以窥见真正美本身，无法区分真正美与美的影像，不能达到灵魂美。


美的形体
 （beautiful body）　古希腊柏拉图用语。在《会饮篇》中提出，指彻悟美的本体过程中，最初见出的单个可感的对象的美。形体“body”原指“身体”，西文中又泛指一般物体。朱光潜译成中文时，将“身体”译为“形体”，用以指感觉的对象，与理解的对象相对立。柏拉图认为达到统摄一切美的事物的最高的美便是达到爱情的极境、哲学的极境。提出达到这一境界的四个步骤：（1）心向往某一个美的形体，从中孕育美妙的道理；（2）在许多个别的美形体中见出美形体的形式（即共相或概念），明确一切形体的美都来自同一个美，心灵美比形体美更珍贵，不再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3）见出行为和制度之美，再见出各种学问知识的美；（4）最终达到彻悟美的本体。美形体只是人在达到极境的过程中最初的对象。


恐惧与怜悯
 （horror and compassion）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用语。其悲剧理论的重要概念。指悲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这行动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恐惧是人面对近在眼前的、即将降临的、将会导致极大的危险与伤害的毁灭性的灾祸而产生的痛苦与畏惧。怜悯是由于他人遭受不应遭遇在身的令人痛苦的、毁灭性的巨大灾祸，联想这种灾祸发生或即将发生在自己或自己的亲人身上时，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感。强调诗人在安排悲剧的情节时，（1）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样会令人反感、憎恶；（2）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坏人理应受到惩罚；（3）不应写坏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样只会打动慈善之心；悲剧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人，由于他们的过失而导致没有理想的境遇却招致不幸。只有这样的情节才能引起恐惧与怜悯的悲剧效果，以及由此产生净化作用。


卡塔西斯
 （catharsis）　希腊文Katharsis的音译。作宗教术语解为“净化”（“净罪”）；作医学术语解为“宣泄”。亚里士多德用以指悲剧的社会效用，见“净化说”。


合式
 （decorum）　西方美学关于艺术形式技巧要求的用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先提出，意为“妥帖得体”，或“礼仪端正”，用以为对悲剧人物的要求，认为人物“性格必须合式”，男人、女人、贵族、奴隶都要合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古罗马贺拉斯在《诗艺》中对它作了发展、完善，使它成为当时对文学作品艺术形式技巧的最高要求。贺拉斯提出，合式指文学作品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以及人物性格前后表现的融贯一致。他根据“合式”的概念制定了戏剧的一系列法则，如悲剧和喜剧应各有合式的语言、格律；语言要适合人物的性别、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这些法则虽多取自当时戏剧实践，但贺拉斯有把它们定成死板规律的倾向。至17世纪，布瓦洛把它作为极有权威的新古典主义教条，作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它逐渐成为西方戏剧发展的一种束缚。直到19世纪浪漫派兴起，其影响才逐渐消失。


想象
 （imagination）　罗马时期斐罗斯屈拉特用语。在《亚波罗琉斯传》中提出。指艺术家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以过去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在意识中再现、组织、改造记忆中贮存的表现，从而创造出艺术形象的心理过程。斐罗斯屈拉特认为模仿有两种：一种是要“用心又要用手来描绘事物”，如绘画；另一种是只用心去创造形象。后一种模仿即是想象。认为想象的本质依然是模仿，但凭这种模仿，可以使天空的云彩蓬乱时就现出狼、马、独角兽和半人半马的怪物之类形状。所以“想象比起模仿是一位更灵巧的艺术家”，模仿只能造出它已经见过的东西，想象却能造出它所没见过的东西。想象的特征在于创造，在于“它会泰然升到自己理想的高度”。斐罗斯屈拉特所提出的想象问题使艺术理论超出了认识论范围，开始转入审美活动的领域，这是创作方法上带有根本性转折的标志。西方文艺理论重视想象以及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正是由斐罗斯屈拉特提出想象开始的，影响深远。18世纪法国狄德罗继承了这一观点，指出艺术想象是从某一假定现象出发，按照它们在自然中所必然有的前后次序，把一系列的形象思索出来。


美的三要素
 （three factors of beauty）　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对美的定义。在《神学大全》中提出。认为“美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一种完整（integritas）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turpe）；第二是适当的比例或和谐（consonantia）；第三是鲜明（claritas），所以鲜明的东西是公认为美的”（《神学大全》）。因为“美属于形式因的范畴”，故美的三要素都是形式方面的因素。


美感强度
 （intens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意大利达·芬奇用语。在《笔记》中提出。指作品与美感的关系。达·芬奇认为不同的艺术表达会引起强弱不同的美感，艺术表达中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愈大，美感的强度便愈大。如直接“用准确的形象来再造”事物的画，比“用文字来再现”事物的诗难度更大，给人的美感也就更强烈。这一概念所强调的艺术表达与科学技巧相结合，克服困难有助于增强美感，劳动成败直接与美感强弱相联系等思想，对美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意大利达·芬奇用语。在《论绘画》中提出。指艺术中典型化的自然。与现实中“普遍的自然”相对。认为艺术家在模仿自然的同时，还应当细心观察事物，“把比较有价值的事物选择出来”，集中“普遍的自然”中的“优美的部分”加以典型化、理想化，使艺术家创造出真实反映自然事物的“好像是第二自然”的作品。这一概念已涉及艺术想象、艺术概括和典型化问题。


虚构的历史
 （fictitious history）　英国培根用语。在《学术的进展》（1605）中提出。指文学艺术的虚构特征。培根认为文艺由“不为物质法则所局限的想象而产生”，它根据人心目中的理想、期望所构造，故不同于“自然”和“真实的历史”，它较之事物原质原貌具有“更宏伟的伟大、更严格的善良、更绝对的变化多彩”；能虚构出更伟大、更英勇的行为与事件和“更为公正，更为符合上帝的启示”的结局，因此它是“虚构的历史”。其作用在于能够赋予人以“弘远的气度、道德和愉快”，引起人的美感。


突然荣耀感
 （sudden glory）　英国霍布斯用语。在《论人性》（1658）一书中提出，用以指笑这个审美范畴。霍布士认为习以为常的事不能引人发笑，笑的原因必定是新奇的，“不期然而然的”。“笑的情感不过是发现旁人的或自己过去的弱点，突然想到自己的某种优越时所感到的那种突然荣耀感”。这一观点后为康德所采用。


观念的联想
 （association of ideas）　审美心理学用语。指审美活动中的观念的联合。英国霍布斯最早注意这一问题。认为感觉是观念的来源，想象是一种“衰退的感觉”，但它可以把不同的感觉所留下的意象或观念加以自由综合，如将一座山的形状的感觉与黄金的颜色的感觉组合成一座黄金色山的观念。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复合的想象”，并指出这“实际上只是心的一种虚构”（《利维坦》），属于“类似联想”。他注意到“接近联想”，指出“凡是在感觉中彼此直接衔接的运动在感觉后也还是连在一起的。一旦前一个运动再度发生，后一个运动根据被推动的物质的连贯性，也就接着来”（同上书）。洛克继承霍布斯这种观点，在美学史上正式确定了“观念的联想”的概念。霍布斯只承认感觉为一切观念的来源，而洛克认为观念有两类来源，一是感觉，另一是人的心理活动能力，即反省，后者是内部经验，通过对人的心灵的内部活动的体验而得来，如“知觉、思维、怀疑、信仰、推理、认识、意愿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各种活动”（《人类理智论》）。认为观念的联想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联合”，另一种是由机会和习惯而来的“习惯的联合”。“观念的联想”的概念对人类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一般审美活动起了推动作用，是经验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后世的审美心理研究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巧智
 （wit）　一译“机智”。美学术语。指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英国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首先提出：“天赋的巧智，主要包含想象的敏捷（即一个思想紧接一个思想）和方向的坚定。”认为巧智应包括想象力和判断力，想象力求同，判断力辨异。艺术创作须结合想象和判断、类比和分辨，即离不开巧智。后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发挥了霍布斯的观点，把“巧智”和想象等同起来，并对“巧智”和判断力进行了区别。指出“巧智主要见于观念的撮合”，只要各种观念之间稍有一点类似或符合时，它“在想象中形成一些愉快的图景”；而“判断力则见于仔细分辨差别极微的观念”（《人类理智论》）。他更重视判断力，把巧智仅限于隐喻和影射。认为巧智虽能使人逗趣取乐，巧智的美虽可令人不假思考就看到，但它却是一种“唐突”，不符合“真理和理性的规则”。后爱笛生对洛克的观点加以发挥，认为只有写出观念之间的任何类似并给读者以愉快、惊异的才能称为巧智。真正的巧智包含字面的类似和观念的类似，巧智所要结合的判断力，须具有视觉和触觉的物质基础。在美学史上，17世纪的学者还常把“巧智”一词限定在研究语言表面审美修饰技巧的修辞学范围内，视为与知性相对立的较容易令人愉快的一种修辞方式，并常将其与“聪慧”、“天才”等概念联系起来。


内在感官
 （inner sense）　美学用语。指人天生具有的一种美感能力。英国夏夫兹博里在《论特征》（1711）中首次提出。他反对霍布斯和洛克对一切天赋观念的否定，认为人天生就有审辨善恶美丑的能力，这种能力即“内在感官”。它不同于理性的思辨能力，具有直接性，能同目辨形色、耳辨声音一样不经思考和推理；但又不同于外在的感官，与理性密切结合。人审辨善恶美丑不能靠视听嗅味触的外在感官，而只能靠心中的“内在感官”。由人心中“内在感官”所引发的“内在节拍”或善良品质所组成的和谐反映了大宇宙的和谐。同时，“内在节拍”又是认识和欣赏形状、声音和颜色的外在美的必备条件。因此，心灵不美的人就无法真正认识美和欣赏美。哈奇生进一步发展了夏夫兹博里的学说，把“内在感官”掌握复杂观念的能力视为美感。认为“外在感官”与“内在感官”既有区别，又有类似。区别在于，耳目之类的外在感官只能接受简单的观念，只能伴随较微弱的快感，而认识“美，整齐，和谐”的内在感官却可“接受复杂的观念，所伴随的快感远较强大”。单音产生简单的观念，只需靠外在感官（耳）去接受，乐曲产生复杂的观念，却需靠精细的内在感官去接受。从内在感官和外在感官在审辨的直接性上是类似的出发，把美感这种较高级的接受观念的能力称为一种独立的“感官”，认为它“所得到的快感并不起于对有关对象的原则、原因或效用的知识，而是立刻就在我们心中唤起美的观念”（《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内在感官”和“审美趣味”也是一回事，是天生的，不需经过教育和训练。后也有人把“内在感官”称为“第六感官”的。


第六感官
 　即“内在感官”。


绝对美
 （absolute beauty）　英国哈奇生用语。在《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1725）中提出。指对象本身的美。绝对美的概念，在古希腊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已提到，认为理念的美是本原的、永恒的、绝对的，是美的本体。后古罗马普洛提诺亦认为上帝的美是绝对的，事物分享到这种绝对美才成为美的，哈奇生在美学史上首次对美进行了分类，认为美有绝对的（本原的）和相对的（比较的）两种。绝对美是指“这对象单靠本身就美，对认识它的心毫无关系”，“我们所了解的绝对美是指我们从对象本身里所认识到的那种美，不把对象看作某种其他事物的摹本或影响，从而拿摹本和蓝本进行比较”（《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这种美不属于模仿性艺术，它的快感不起于内容意义，而起于形式上的某种一致性，如自然作品、人物形体等。但哈奇生所说的美不是指一般普遍的美，而是指对象本身及观念的联想所获得的美。对象之所以能够引起绝对美的观念是因为对象引起寓变化于整齐的感觉。因此他把科学定理亦看作是一种绝对美。哈奇生的这一观点对狄德罗有一定影响，他在《论美》里所说的“外在于我的美”、“实在的美”即与哈奇生所说的“绝对美”近似。康德的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区分，与哈奇生对绝对美与相对美的区分也有类似之处。


本原美
 （original beauty）　即“绝对美”。


相对美
 （relative beauty）　英国哈奇生用语。在《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1725）中提出。指相关对象在比较中所看到的美。古希腊柏拉图已提到这一概念，认为现实世界的美是理念美的摹本，是不真实的、暂时的相对美。哈奇生在美学史上首次对美进行了分类，认为美有绝对的（本原的）和相对的（比较的）两种。相对美是拿一个对象与其他相关对象作比较才看出来的美，“比较美或相对美也是从对象中认识到的，但一般把这对象看作另一事物的摹本或与另一事物相类似”（《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这种美以蓝本和摹本之间的符合或统一为基础，模仿得越逼真、精确，就越美，如模仿性艺术等。一个对丝毫没有美的蓝本所作的精确的摹本仍然是美的。认为自然中也有相对美，自然事物可以象征人的心情，“代表我们最关心的人性中的情绪和情境”，这是一种比喻、象征和寓言的美，涉及审美的移情现象。哈奇生的这一观点，对狄德罗有一定影响，他在《论美》中说的由对外关系或情境决定的美，即“见到的美”，即与哈奇生所说的相对美近似。康德对依存美的分析亦有类似处。


蛇形线
 （serpentine line）　英国荷迦兹用语。在《美的分析》（1753）一书中提出。对线条的一种界说。认为支撑造型艺术的真正原理是一个特殊的线条，即一个一致性与多样性和谐结合的蛇形线，它是最美的。1745年，荷迦兹在其雕刻画集扉页上画了一条在调色板上的蛇形曲线，并写上：“美的线条”。后在《美的分析》一书中从理论上作了论证。认为“在能够被人理解的起伏线条的广泛多样性之中，只有那个唯一被视为秀美线条的、精确的蛇形曲线，才配称为美的线条”。它能表现出物体的形状、动作和立体感，能够帮助画家丰富自己的想象力，把从生活中取材的人画得更确切，能够“最惹人喜欢、最悦人眼目”，提供出“美的、天然的和艺术的作品”，表现出特殊的力量。“曲折的小路、蛇形的河流和各种形状，主要是由所谓的波状线和蛇形线组成的物体”，它能给人以美和乐的趣味。这一论点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近代西方绘画界和美学界曾引起广泛的注意，有一定影响。博克接受荷迦斯对蛇形线的分析，并发展为“秀美”的审美范畴。


感觉的美
 （perceptible beauty）　英国休谟用语。与“想象的美”相对。在《人性论》中提出。指来自感觉的美。休谟把美分为感觉的美和想象的美两种。感觉的美是由感官直接接受来的，只涉及对象的形式，如宫殿的外貌等。参见“想象的美”。


想象的美
 （imaginal beauty）　英国休谟用语。与“感觉的美”相对。在《人性论》中提出。指来自想象产生的美。休谟把美分为感觉的美和想象的美两种。认为人的知觉分为两类，一类是感官印象，一类是思想或观念。想象属于思想或观念之类，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创造力量”。通过对实际对象的内容（效用、特性等）的艺术性的思维——联想、想象和共鸣，人将各种离奇的形象或现象联系在一起，于是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引起这种享受的美即为想象的美。想象的美只涉及内容意义，起于对效用观念的联想，如人们看到“一片荆棘”，可能联想到它同满山冈的“葡萄或橄榄”一样，并幻想“仿佛置身局内”，在某种程度上和业主分享这些财富、欢乐和富裕。


民族差异
 （dissimilarity of nationality）　英国越诺尔兹用语。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演讲集》中提出。指不同民族习俗在审美中表现出的差异性。越诺尔兹强调风俗习惯对审美的影响，认为我们之所以爱好这一种，不爱好那一种，最为一般性的理由就是风俗习惯。“习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颠倒黑白”。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人，所以认为自己的模样和肤色胜过别的地区、别的民族，“除掉看惯了之外”，找不出任何理由。“就美来说，黑种民族和白种民族是不同的”，即各民族的审美判断是有差异的，隐含着美具有相对性的思想。


自我保全与相互交往
 （self-preservation and inter-communication）　英国博克用语。在《关于崇高与美》一书中提出。自我保全指维持个体生命、生存的本能。相互交往指维持种族延续、一般社会交往或合群的本能。他将整个审美过程归结为本能情欲，进而将情欲分为“自我保全”和“相互交往”，将“崇高感”与“自我保全”相联系，将“美感”与“社会生活”相联系。认为与自我保全相关的情感大都来自危及生命安全的痛感、恐惧感、危险等，它们是崇高感的根基。崇高的对象是恐怖的，包含危险，会给人带来苦痛，会激起人类自我保全的本能，从而产生恐怖和惊惧的情绪。当引起恐惧的事物处于某种距离以外，这种情绪就会缓和下来，转化为愉快。因此崇高感建立在自我保全的情欲本能上。与相互交往相关的情感大都来自利于生命生存、种族延续的快感、欢乐、享受、爱恋、同情等，而美就是指物体中能够引起类似情感的一种或几种品质，从而把美建立在了相互交往的情欲本能上。自我保全和相互交往构成了博克从一般生理心理基础上分析美的经验主义美学的基石。


天赋观念
 （innate idea）　哲学、美学用语。指人类生来就有的观念。在美学上是关于美的起源和性质的一种界说，即认为美、艺术都是天赋的，上帝安排的。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已孕含着天赋观念说的萌芽。他指出有三个世界，最高的世界是神造的理念世界。认为文艺创作不凭理智和技艺，而凭天赋和神助，是在神灵凭附的迷狂状态中进行的。法国笛卡儿明确提出“天赋观念”说。认为天赋观念包括作为理性知识基础的几何学“公理”、基本的逻辑思维规律以及“上帝”、心灵等观念，由上帝在人出世前印入人的心灵（理性）中。他沿用中世纪实在论者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1033—1109）的“本体论的证明”论证上帝的存在。认为理性是天赋的，得之于上帝，人的心灵生来就有某些现成的、清晰的天赋观念和原则。后德国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1704）中提出，天赋的清楚的观念最初是作为不清楚的“微小的感觉”潜在于人们的心中的，它需要经过“雕琢”才能成为清晰的概念，而审美趣味或鉴赏力是由“混乱的认识”或“微小的感觉”构成的。并从单子即灵魂，不能从外面接受观念的主张出发，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把“天赋观念”说进一步推向极端。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上，这一学说一直受到唯物主义者的驳斥，洛克的“白板说”给天赋观念以系统的批判。


理性
 （reason）　美学上指审美中的理智活动和理性规范。与“感性”、“感情”相对。西方古代的美学思想强调从哲学的认识论来探讨美和艺术，一开始就重视理性。德谟克利特说：“坚定不移的智慧是最宝贵的东西”。真理的认识来自理性。苏格拉底也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由智慧来判断，对于美的追求不能停留在个别感性的现象上，要由理性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美本身”。循此柏拉图提出“理念说”，认为真正的美是理念。但他又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模仿感性事物的艺术能否像哲学那样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揭示真理，成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一场争论，也成为西方美学以后多次出现的争论。除中世纪理性让位给信仰之外，西方古典的美学都强调了理性。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更是如此。笛卡儿在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等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下，反对盲目信仰，主张理性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辨别真伪的能力，一切都要提到理性面前加以审查。在笛卡儿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布瓦洛写出《诗的艺术》，把理性奉为美学的最高原则，说：“首先要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强调理性是永恒的、普遍的，美也是永恒的、普遍的；理性是真的，美也是真的；理性合乎常情常理，一切合乎规则，美的艺术，也要一切恰如其分，保持严密的尺度；理性是清楚明白的，文学的语言也要清楚明白、纯洁典雅。新古典主义以后，德国理性派的莱布尼茨，英国经验派的夏夫兹博里等都曾强调理性。鲍姆加登在莱布尼茨区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把“美学”确定为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门学科，开创了美学这门学科。德国古典美学则在强调理性的理性派与强调经验的经验派之间，力图调和感性与理性，把美看成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此以前，西方美学的主流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到19世纪中叶，唯意志论、心理分析学、意识流等思潮兴起，西方美学的主潮由理性主义走向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神秘主义、唯情主义等风行一时。但理性的作用并没有消失。苏珊·朗格、阿恩海姆等人的著作，仍然强调理性的重要意义。桑塔亚那还专门写了《艺术中的理性》一书。


自然
 （nature）　西方美学史用语。指与人形成审美关系的外界对象。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被视为艺术模仿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由“质料”与“形式”构成，以“形式”更为重要。“与其说质料是‘自然’，不如说形式才是‘自然’”。他还指出，人工技艺就其与自然的不同关系来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完成自然不能完成的东西，一部分是模仿自然”。这“模仿自然”的正是艺术。贺拉斯继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强调作家应“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诗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达·芬奇进一步指出自然是艺术的母体，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模仿者”。中世纪神学家虽也肯定自然是艺术的模仿对象，但却把自然说成是神的象征，是理式的流溢、神的创造。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家也崇尚自然，但他们所说的自然是指体现于事物中的“常情常理”和体现于人性中的“人情之常”，指蕴含于具体对象中的抽象人性与理性。布瓦洛曾指出：“惟有自然是真实”，“在一切事物中人们喜爱的只有自然。”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将自然与近代文明相对立，提出“回归自然”，“返求自我”，找回失去的自然天性。在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回归自然”的口号被不断重申，发生了很大影响。德国古典美学重视探讨自然与人的关系，力图沟通自然与人的分裂与对抗。康德提出“自然向人生成”的命题，预见到自然与人相互结合的趋势。马克思则从实践观点出发提出“自然人化”的命题，认为经过人的实践力量的改造，自然成为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存在，为美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石。


诗的真实
 （verisimilitude；vraisemblance）　法国布瓦洛用语。在《诗的艺术》中提出。指艺术的逼真。布瓦洛从理性主义出发，认为艺术只有合于理性，才能不悖常情，逼真可信，形成诗的真实。诗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不同，“真实的事”只是个别的真，艺术的“逼真”符合常情常理，是普遍的真，是诗剧的对象、审美对象。“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诗的真实可以把丑恶的东西描写为欣赏的对象，精妙的笔墨能用引人入胜的妙技把最吓人的东西变成可爱有趣。作品要达到真实，最重要的在于抓住人性中普遍永恒的东西，创造典型。


返归自然
 （return to nature；retour à la nature）　法国卢梭用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后在小说《爱弥尔》中予以形象的表述。指人类以“太古时代”为镜子，恢复自己的自然天性。卢梭认为原始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这一社会中的人没有受过近代文明的污染，人们的感情是自然的，风尚是粗朴的，人身是自由的。近代文明社会的不幸在于人类违背了自然，社会制度束缚了人类个性的发展，使人类失去了自然状态的乐园。主张返归自然，返回到那种纯朴、天真、无知、自由的“自然状态”中去。这一思想代表了表现真实的自我，使人性挣脱一切社会枷锁获得自由发展的要求，对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很大影响，积极浪漫主义把它作为代表精神解放和接近现实的要求；消极浪漫主义则认为它代表着逃避现实的观点。


情境
 （situation）　法国狄德罗和德国黑格尔用语。狄德罗首先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一文中提出，后在《论戏剧体诗》中进一步予以阐发。指严肃戏剧中所展示的人物活动的环境。狄德罗从建立表现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市民剧与塑造帝王、贵族形象的封建性古典悲剧相对立的目的出发，以“美在关系”说为理论根据，提出严肃戏剧既不侧重表现动作、情节，也不着力刻画人物性格，而以情境作为描绘的内容重点。认为情境由家庭关系、职业关系、友敌关系等诸种关系构成；情境应成为戏剧的主要对象，人物性格塑造在戏剧中是第二位的；人物性格与情境的关系是性格描写离不开情境描写，人物性格取决于情境，只有通过表现人物性格与情境之间的冲突才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千差万别。狄德罗的这一戏剧思想为社会生活进入舞台艺术领域提供了理论根据，显露出19世纪西方文学中个人与环境冲突的主题的端倪。同时它将辩证观点应用于戏剧冲突，成为黑格尔“冲突”说的萌芽。黑格尔认为艺术美须在适合它的环境中实现。环境分为一般的环境，即“一般世界情况”，和具体的环境，即“情境”。情境是一般世界情况的具体化，即人物具体活动并展开矛盾冲突于其中的具体环境。黑格尔认为情境有三种：（1）无定性的情境，即“无情境”。在无情境中，一般世界情况具体化，出现艺术形象，但它满足于自身的泰然自足，没有和周围的世界发生多大的关系，例如艺术起源时的古代庙宇建筑。（2）有定性但还没有冲突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形象或感情由静止走向动作，和外界发生关系，有某些外部的活动，但还没有引起广大的冲突，还不是理想的情境，如游戏、希腊早期雕刻、梵蒂冈阳台的阿波罗像、抒情诗等。（3）导致冲突的情境，这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想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一方面有了外在世界的“机缘”，一方面又有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于是原来和谐的情况受到破坏，产生了真正的行为和动作。冲突成为“动作的原因”，人物的性格只有在这种由于冲突所引起的行为和动作中才能得到展示。黑格尔认为这种“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


实在美
 （relative beauty；beaurelatif）　法国狄德罗用语。在《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质的哲学探讨》一文中提出。指不以欣赏者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美。他主张“美在关系”，认为“关系”的概念虽存在于人的悟性之中，但它的基础却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关系”分为三种：实在的关系、见到的关系、智力和虚构的关系。美也分为三种：实在的美、见到的美与虚拟的美。实在的美即“外在于我的美”，是事物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悟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如卢浮宫的门面，不管有人还是没人，它们的一切组成部分依然具有原来的那种形状，它的各部分之间依然是那种安排，它依然是美的存在。对于具有审美能力的人来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实在美。


严肃剧
 （serious play；drama）　一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戏剧，相当于后来的“正剧”。法国狄德罗提出。17、18世纪英国出现了“感伤剧”、法国出现了一种“既逗人笑、又惹人流泪”的“流泪喜剧”，狄德罗从中得到启发，打破传统的悲剧和喜剧的界限，提出“严肃剧种”，分为家庭悲剧和严肃喜剧两种。认为其性质是市民的、家庭的，其题材与现实生活接近，表现普通市民、普通家庭的生活，其主人公为农民、工商业者及一切普通人。严肃剧在形式上要求：重视情节处理，采用人物性格与情境对比的描写手法，造成戏剧冲突；安排出令人惊奇的戏剧布局；发挥艺术想象在戏剧创作中的作用；按现实生活规律写戏，反对古典主义程式化的戏剧结构，打破三一律的种种限制。严肃戏剧从内容到形式对法国戏剧艺术进行了大胆革新，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把法国戏剧由古典型、封建性转变到话剧型、市民性上，推动了戏剧艺术的发展。


演员的矛盾
 （paradox of the actor；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　法国狄德罗用语。在《谈演员》中提出。指演员扮演角色时理智与感情在表演上的矛盾。主张在这一矛盾中，演员既要把所扮演的角色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观众信以为真，受到感动，又要以清醒的理智控制自己的表演，不陷入角色的感情，做到恰如其分。这一矛盾揭示了审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戏剧是一种和谐的秩序，只有不在“内心”扮演角色而是在表露激情时依旧保持冷静和理智的人，才是理想的演员。演员如果感情用事或只顺从自己的本能，便会破坏整体和谐的美。


预定和谐
 （pre-established harmony；prästabilierte Harmonie）　德国莱布尼茨用语。在《单子论》（1714）中提出。指上帝预先规定每一单子的变化历程和内容，并使之与其他单子的变化协调一致地进行。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在创造每一单子即灵魂时，已全部预见到一切单子的整个发展情况，预先安排好使每个单子都各自独立地变化发展，同时又使其能自然地与其余一切单子的变化发展过程和谐一致；既使每个单子自身得到发展又不破坏整体的连续性。现今世界是上帝“预定和谐”的，它最完满地体现了和谐是寓杂多于整一的原则，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最美的。这一概念把事物发展的原因归之于上帝的“预定”，具有明显的神学色彩，反映了莱布尼茨对和谐的本质、和谐与美、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等美学观念的根本看法。


诗的逻辑
 （poetic logic；poetica logica）　意大利维科用语。在《新科学》（1725）中提出。指诗的语言。与“理智的逻辑”相对。维科认为语言最初用姿势或与观念有自然联系的实物符号表示，后发展到使用形象性的文字。最初的语言是一种“幻想的语言”，它所用的材料是有实体的事物，这些事物是被想象为有生命的，大部分被想象为神的。这种语言就是诗的语言即诗的逻辑，它的特点在于“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无感觉的事物”或“把有生命的事物的生命移交给物体，使它们具有人的功能”。如用“眼睛”指放阳光进屋的“窗孔”等。后维科把它解释成一种隐喻，即人凭自己的经验来体会外在的事物。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德国里普斯移情概念的形成。


推理力与想象力
 （the faculty of reason and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意大利维科用语。在《新科学》（1725）中提出。推理力指人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与水平；想象力指人的形象思维的能力与水平。维科认为想象活动属于形象思维，它是诗的特点。原始人和儿童都长于想象，“在世界的儿童期，人们按着本性都是崇高的诗人”。哲学依赖推理力，诗则凭借想象力；“推理力愈弱，想象力也就愈强”，“由于人类推理力的欠缺，崇高的诗人才产生出来”。诗与哲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哲学飞腾到普遍性，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事例里去”。维科在美学史上首次区分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具开创意义，其不足是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完全对立起来。


感性认识的完善
 （perfection of sensuous cognition；Vollkommenheit der sinnlichen Erkenntnis）　德国鲍姆加登对美的定义。在《美学》（1750）中提出。大陆理性主义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具有清晰性和明确性的知识，它只能由人的理智来发现。与此相对，是按照事物感觉属性来认识对象，是模糊不精确的认识。鲍姆加登认为，相应于理性认识完善性的科学（逻辑学），必须有一门感性认识完善性的科学，即美学。感性认识只要是“丰富、伟大、真实、清晰、可信、生动的”，它就能达到自身的完善，即为美。


美的思维方式
 （beautiful thinking；schöne Denken）　德国鲍姆加登用语。在《美学》（1750）中提出。既指美学研究的对象，即完善的感性认识，又作为对艺术特征的一种解说。鲍姆加登认为，“美学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完善的感性认识也即美的思维方式。由美的思维方式获得的美与客观事物的美不同，在这种认识里，丑的事物虽本身不完善，但通过完善的感性认识可变成完善的、美的；美的事物尽管本身是完善的，但因感性认识的不完善，也可以变成不完善的、丑的。艺术的特征就在于“以美的方式去思维”。只有具有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天赋倾向，即天赋的感受美的能力，才能从事艺术创作。鲍姆加登的这一概念虽彻底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但对近代西方美学发展的方向影响很大。


静穆美
 （serene beauty）　德国温克尔曼用语。在《古代艺术史》（1764）中提出。指由庄严的精神力量克制激动的感情而产生的崇高风格的美。是美的最高理想。温克尔曼认为希腊艺术是最高的艺术，体现了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ine edle Einfalt und eine stille Grösse）”。这种静穆的美，即一种崇高风格，它的特征在于纯朴、完整，它是单纯的形式美，不表现任何感觉、情感乃至意义，只“表现出伟大的沉静的灵魂”，不表现运动、动作、激动的姿态和情绪、个性。艺术表现情感和个性会损害静穆美。黑格尔直接受到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静穆是古典艺术风格的最高表现。


时间艺术
 （temporal arts；Zeitkünst）　德国莱辛用语。在《拉奥孔》（1766）一书中提出。指诗。认为诗受时间规律支配，是以时间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以描写动作或行为（包括思想感情和故事情节）为主要对象，表现动态的美。它寓空间于时间中，通过描写在时间上连续的动作表现出空间，化静态为动态，又从动中表现静，是一种时间艺术。诗直接诉诸人的听觉，通过行为或情节使人产生真实的印象。它描写造型艺术所难以刻画的现实的发展、人类的内心世界、感情的波动、思想的斗争。诗的最高原则在于表现真，为了真实可以描写丑恶的形象，写出自然的真实和感情的真实。


空间艺术
 （spatial arts；Raumkünst）　德国莱辛用语。在《拉奥孔》（1766）一书中提出。指绘画和造型艺术。莱辛认为绘画受空间规律支配，是以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为符号，描绘已完成的动作，以刻画物体的美（包括人体美和精神美）为主要对象，宜于表现静态事物。它寓时间于空间中，用静表现动，以最高于内容的瞬间现象来暗示动作或情节的发展。这一瞬间既包含着过去也蕴含着将来，以不同的组成部分暗示不同的时间和时间的连续，做到“画中有诗”，是一种空间艺术。它直接诉诸于人的视觉，通过固定的形体产生审美印象。它的最高原则是表现美。


动态美
 （beauty in motion；Schönheit in Bewegung）　德国莱辛用语。在《拉奥孔》（1766）一书中提出。指诗描写连续动作所产生的变动的美。莱辛在比较绘画、雕刻和诗两种体裁各自的特性时指出，诗善于化静为动，描写在变动发展中的生活，如描写船行时详细描写船的起锚、航行、靠岸等情景，赋予物体以生动的感性形象，使读者产生一种动态的审美印象。


第一性想象
 （primary imagination）　英国柯勒律治用语。在《文学生涯》（1817）一书中提出。柯勒律治认为想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之分。第一性想象属于知觉、理解的领域，它是知觉活动功能在有限的心灵里的重演；第二性想象属自觉、意志的领域，是第一性的想象的回声，在功能上与第一性的想象完全合一，但在程度上和活动形式上有异，它溶化，分解，分散，再重新创作。第一性的想象只有与第二性的想象密切结合起来，努力把对象理想化和统一化，才能创造出诗才洋溢、给人以美感的艺术作品。诗的天才是第一性的想象与第二性的想象的统一。柯勒律治的这一思想强调了诗或艺术是内在本性、自我的活动与表现的产物。


第二性想象
 （secondary imagination）　英国柯勒律治用语。见“第一性想象”。


美丑相共
 （interdependence of beauty and ugliness）　法国雨果用语。在《〈克伦威尔〉序言》（1827）中提出。指事物的对立面共存，以对比的形式表现出来。雨果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的要素的对比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克伦威尔〉序言》），艺术的任务是要再现这个对比，一切相共的对立因素都在艺术家再现的世界中激烈地冲突着，这种冲突使艺术产生强烈的感染效果，使人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同上）。雨果把这一概念看作是浪漫主义区别于古典主义的特征，要求艺术家怀着对光明、对美的追求来揭露黑暗。


主要特征
 （distinguishing features；traits distinctif）　法国丹纳用语。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指艺术家对表现对象所抱有的主要观念的显现。丹纳认为单纯的模仿对象不能产生美，艺术家应着力刻画事物的内部和外部逻辑，根据自己对事物的观念突出表现对象的某一主要特征，即表现对象的本质，表现“事物某个凸出而显著的属性，某种主要状态”。艺术品把这一主要特征表现得越鲜明，越占主导地位，就越是上乘之作；艺术的全部内容应是艺术家重新思索过、改造过的生活，艺术典型应孕育在艺术家心里。


反思判断力
 （reflective judgment；reflektierende Urteilskraft）　德国康德用语。与“规定判断力”相对。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对外在事物的形式进行情感性判断的能力，或情感性的反应能力，即审美判断力，是一种不同于认识活动的特殊的心理过程。康德认为“规定判断力”（bestimmende Urteilskraft）是一种在普遍的法则、原理、规律中已预先被给予的，只需把某种特殊事物归摄在它之下便能构成关于对象的知识的认识性思维能力。但在非认识性的审美和审目的活动中，不可能有任何先天原理，规定的判断力不适用，需要一种适用于审美活动的对对象形式的情感判断力即“反思判断力”。“反思”一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出现，是指一种主体发现自身认识机能和达到普遍概念的条件和心灵状态。《判断力批判》对此加以发展，把“反思判断”定义为“给定的是特殊（事物），要为这特殊去寻找那普遍（规律）”（《判断力批判》），指的是，反思判断不同于规定判断用普遍概念去规定特殊事物的性质，或把特殊事物纳入普遍概念之中，而是从给定的特殊事物出发，对这种特殊事物作出一种主观态度的情感性判断，它并不归属于普遍概念，却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当人们面对一特殊对象时，它刺激我们的感官，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表象。在认识活动中，因为有知性提供的纯粹概念，我们立刻就可把它归入某种普遍规律以形成知识。但在认识之外，在审美和审目的活动里，没有先验知性概念和先天规定存在，只能为这特殊表象去寻找或思考一个原理，这原理“只能是反思判断力自己给自己作为规律的东西”（同上），即在审美活动中，我们不可能先验地规定美的科学定义，反思判断力只能为自己提供某种普遍规律。但这规律又不是明确的认识规律，而只能是模糊、宽泛的规定，实际上也等于没有规定。康德后在《实用观点的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反思直观（reflektierten Anschauung）”的概念，指出反思直观就是趣味（Geschmack，即鉴赏），而趣味就是“感性判断能力”。所以反思直观亦即反思判断力，即审美（鉴赏）判断力。


鉴赏判断
 （judgment of taste；Geschmacksurteil）　亦译“趣味判断”。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在审美鉴赏活动中判定一对象是否美的主观心理状态和活动。这个概念由鉴赏和判断两词结合而成。鉴赏（即趣味）一词本意为口味，17世纪中叶，西班牙人文学者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1601—1658）在《批评》（El Criticón，1657）一书中首先把它用于伦理和社会政治领域，认为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就是一个完善的人。后该词在法国得到发展。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提出要“把善和真与趣味融成一片”，使这个词与美学发生了关系。拉·布吕耶勒（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在《论特征或时代的习俗》（1688）一书中，把这个词专门用于审美。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认为“在审美性质的著作里，在音乐、诗歌、绘画中，那是‘趣味’代替了‘美’”，以此来说明人的审美标准各异。意大利缪越陀里继法国人之后发展了鉴赏概念，他在《关于良好趣味的沉思》中专门讨论人的鉴赏力。17世纪末鉴赏概念传到德国，最先由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于1687年在《论法国人的模仿》一书中使用。1727年，德国作家柯尼希（Johann Ulrich König，1688—1744）在《诗和演说术中的良好趣味》一书中也讨论了趣味问题。后这个词更频繁地出现于当时德国文学界两大流派——莱比锡派和苏黎世派——的著作中，并迅速德意志化。时值德国浪漫文学崛起，使这一概念的内容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判断一词引入美学，是在17世纪初。笛卡儿曾说过：“美和愉快所指的都不过是我们的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把审美看成一种对美的和引起我们愉快的对象的一种判断关系。缪越陀里把判断等同于“好的趣味”或“精审的鉴赏力”（《论意大利诗的完美化》）。法国神学家杜波斯（Jean-Baptiste Dubos，1670—1742）首创了“鉴赏判断”一词，把鉴赏趣味作为一种判断，经柯尼希传入德国。康德赋予“鉴赏判断”以更具体、更明确的意义，指出鉴赏的定义是：“鉴赏乃是判断美的一种能力”（《判断力批判》），即鉴赏等于鉴赏判断。其要点是：（1）主体借想象力和知性的共同活动，把对象的表象同主体情感联系起来，以此判定对象是否美，是一种直接的情感判断，判断的结果是主体的愉快或不愉快，它与纯粹的官能判断不同，不涉及对象的质；（2）它与认识不同，不是知识判断，不凭借概念，不是逻辑活动，它的普遍性是主观的普遍性，在鉴赏判断里判断先于快感；（3）鉴赏判断的根据是对象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主观的合目的性）；（4）鉴赏判断的主观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来源于人人所有的“共通感”。鉴赏判断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


趣味判断
 　即“鉴赏判断”。


鉴赏的二律背反
 （antinomy of taste；Antinomie des Geschmacks）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是对于审美现象内在矛盾的概括表述。二律背反源出希腊文antinomia，指规律中的矛盾，康德用以指同一事物的两个相反的命题都可以被证明为合理。鉴赏的二律背反指揭示审美活动规律的两个相反命题都可成立。其具体内容是：正题——鉴赏不基于诸概念之上，否则即可以允许人对它加以辩论（通过证明来确定）；反题——鉴赏判断基于诸概念之上，否则，尽管它们（指对同一对象的审美判断）之间有差异，也不能争论。康德对此的解决方法是，赋予正题和反题中的“概念”一词以不同的意义：正题里的“概念”是“规定的概念（bestimmte Begriff）”，即规定对象是什么、合于什么规律的知性概念；反题里的“概念”是“非规定的概念（unbestimmte Begriff）”，即“诸现象的超感性基体的概念（übersinnliche Substrat der Erscheinungen）”（《判断力批判》），指康德哲学中专门思维超感性事物（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上帝存在等）的理性所提供的观念，这种理性观念自身不能被规定，不能服务于认识，也没有一个直观与之完全相符。康德赋予两个相反命题的“概念”以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含义，从而消除了两者的矛盾：鉴赏判断不基于确定的知性概念，这是对的；鉴赏判断基于一个不确定的理性观念，这也是对的。两个命题可以并行不悖。由此鉴赏的二律背反表面被证明得以成立。但康德有时又认为要说明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的可能性“是超过了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同上书），显示出其美学思想中的深刻矛盾。


无利害感
 （disinterestedness；ohne alles Interesse）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为鉴赏判断规定的第一要点。指审美的超功利性，即审美快感不与任何一种性质的实际利害发生关系的自由性。康德把人的快感分为三种：由物需要的满足而引起的感官的快适；由道德上的赞许或尊重而引起的快感；欣赏美而引起的快感。认为：（1）感官和道德的快感都受制于客体性质，而审美快感只是一种主观上合目的性的满足，不涉及客体的具体关系；（2）感官快适是人与动物共有的，道德的善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动物，而美只适用于人类；（3）感官和道德愉快都涉及欲求或实用目的，都不自由，唯审美快感不受任何欲求和实用目的束缚，是自由的。故前两者都与客体或行为的存在和性质有关，都有利害感在起作用，唯独审美快感不受客体性质的限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参与其中，人在鉴赏判断中，以“纯然淡漠”的静观态度进行观赏，所生的愉快是“唯一自由的愉快”。无利害感思想并非康德首创，在欧洲，较早使用和阐释“无利害（disinterestedness）”一语的是18世纪英国夏夫兹博里，他首先在伦理学中用这一概念与“利害得失”相对立，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无利害关系”的。后他又把这一概念用于审美，认为审美时必须排除占有或利用对象的欲念（见《论特征》）。夏夫兹博里的弟子哈奇生也认为审美与效用无关。后博克更具体明确地阐发了审美与效用无关的思想。康德接受了这一思想，发展了审美无功利的观念，并把它作为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共通感
 （commonsense；Gemeinsinn）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提出。指保证审美判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主观条件。康德认为，审美不是认识，鉴赏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其普遍有效性不能由概念来保证，不能有一个客观的基础，因而必须把假设的一种人人共有的主观心理机能作为基础，这就是“共通感”。在《判断力批判》中，共通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我们的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而来的结果（Wirkung aus dem freien Spiel unserer Erkenntniskraft）”，即从自由心意状态获得的愉快中作出审美判断；二是“共同感觉的观念（Idee eines gemeinschaftlichen Sinnes）”，即人人都有的、在结构和功能上基本相同的主观心理条件。共通感是鉴赏判断的主观原理，其特征是：（1）它是一种情感上的赞同，而不是理智、概念上的赞同；（2）在其中起作用的不是外在感官，而是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活动；（3）它不是构造性的而是范导性的（regulär）原理，其有效性只是以范例作引导的有效性，其功用在于形成一个“不确定的规范（unstimmig Norm）”，以引导有鉴赏力的人依据这范例去下鉴赏判断；（4）它不能断定所有的人都将要（werd）赞同一个鉴赏判断，而是期望人们应该（soll）赞同这一判断。鉴赏判断由此获得一种主观的必然性。在康德美学中，共通感和心意状态、审美意象、审美规范观念等都有密切联系。


心意状态
 （mental state；Gemütszustand）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主体诸认识能力处于自由、和谐关系中的心理状态，是鉴赏判断的主观条件，亦即审美判断“普遍传达性的规定根据”（《判断力批判》）。在康德哲学中，表象能力即认识能力，一般包括直观、想象力和知性。审美过程也有这三种认识能力参与，但其活动方式和结果不同于由知性用概念统一诸表象以形成知识的认识过程。在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心意状态在于“诸表象能力的相互关系”，即想象力把感性杂多集合起来后，不是用知性的概念去统一表象，而是知性与想象力处于“自由游戏”、相互协调的关系中，引起主体的无利害的快感，这种状态就是心意状态。因具有先验普遍的认识机能的知性参与，心意状态便具普遍可传达性，它是“无利害”、“无概念”的主观审美判断之所以具有普遍和必然性的根源。其根本特点是主体诸心意机能的自我相关、内在的协调，其活动虽然也由客体的表象引起或推动，但其最终根基深藏在主体能力之中，主体的心智能力的现实状况决定鉴赏判断的无利害无概念。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心意状态和共通感含义基本相同，在阐述上略有分别。


自由美
 （free beauty；freie Schönheit；pulchritudo vaga）　又译“纯粹美”。德国康德用语。与“依存美”相对。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不以对象的概念为前提”，不以完满性和客观合目的性为根据，也不涉及对象的性质和内容，只以纯形式令人愉快的美，为自身而存在的“无条件的美”。想象力在这里的活动不受概念的限制，处于自由的协调之中，故称自由美。康德认为，一个审美判断如果涉及认识、伦理或者单纯的感官愉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审美判断，这样的美也不是自由美。自由美只存在于形式中，不伴随感官的吸引力，不受情绪的影响，如花卉、自由的图案、没有任何目的地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线条等都属于自由美。但在审美实践中，大量的审美现象都与认识、伦理有关，不涉及对象任何性质和内容的纯形式的自由美很难存在，因此对一个有认识、伦理意义的客体作审美判断时，只要主体在下鉴赏判断时抽象掉这些意义，对它们的存在毫不理会，只“依照眼前的东西”而不是“依照在他思想里的东西”下判断，该审美判断也可能是自由的、纯粹的。


纯粹美
 　即“自由美”。


依存美
 （dependent beauty；anhängende Schönheit；pulchritudo adhaerens）　又译“附庸美”。德国康德用语。与“自由美”相对。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以概念、完满性、合目的性为根据的美。康德认为，当审美中主体明确地意识到对象是什么，有何性质，对人有何意义，而且正是这些性质和意义引起了主体的审美愉快时，这对象的美是依存着这些性质的。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主体机能——想象力和知性不是自由地活动，而是在概念的制约下、在“鉴赏和理性的统一”、“美和善的统一”（《判断力批判》）的法则作用下达到某种固定的认识或伦理结果。这种美不是自在自为独立不依的美，而是凭借和依赖形式之外的东西（认识、伦理等内容），故称依存美。如一个人的美（即男子或女子或儿童的美），一匹马或一建筑物（教堂、宫殿、兵器厂、园亭）的美，都是以一个目的概念为前提的，凡这些东西都属于依存美。


附庸美
 　即“依存美”。


想象力
 （faculty of imagination；Einbildungskraft）　德国康德用语。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形成表象并把表象联接于知性或理性的心灵能力。康德认为，这是一种盲目又不可缺少的心理机能，它有两种：一种是“再生的想象力”（re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即回忆或联想的能力；另一种是“产生的想象力”（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是先天的、自发地规定和统一感性的能力。它对认识的作用，一是统一感觉印象，二是联接表象和概念。审美中的想象力一般指“产生的想象力”。当主体在审美状态中静观外物时，想象力先把感官所得的感性材料初步综合为完整的表象，然后提供给知性。想象力和知性两种心灵能力围绕着表象自我相关的无概念的自由游戏（活动），使主体感到愉快，这就是审美的心意状态，就是鉴赏判断的实质。如果没有想象力，认识和审美都不可能发生。想象力在康德哲学和美学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判断力
 （power of judgment；Urteilskraft）　德国康德用语。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主要指一种主体先验的认识和审美能力。康德认为人的判断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规定判断力”（bestimmende Urteilskraft），即“先验的判断力”，是天赋的“辨别某物是否在一既定规律之下的能力”（《纯粹理性批判》），即用一般规律或概念去说明特殊的个别事物，或把个别事物归属于先验的普遍概念的逻辑判断能力，与审美无关；另一种称“反思判断力（reflektierende Urteilskraft）”，是为已给定的特殊事物去寻找普遍规律的主观机能，即是对个别事物表示主观态度的一种意识活动，是情感性的判断能力。《判断力批判》中使用的“判断力”即等同于“反思判断力”，它只涉及审美判断和审目的判断。康德研究美学和目的论的著作即以《判断力批判》命名，意思是审美能力和审目的能力的批判和考察。康德把判断力作为沟通现象界与物自体，认识论与伦理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判断力作为心灵的情感部分，正好介于心灵的知情（纯粹理性）与自由意志（实践理性）之间，它既像知情一样接受现象界的刺激，又像自由意志一样对现象界起作用。


审美意象
 （aesthetic idea；ästhetische Idee）　亦译“审美观念”。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想象力所形成的，能引起许多思想，但不能与任何明确的概念完全相符、不能用逻辑语言确切表述的一种表象（Vorstellung）。这种表象与理性观念（Vernunft Idee）相对。理性观念是一种概念，没有任何一个感性直观与之相符。但人的想象力有特殊功能，能够依据理性观念的指导，对现实自然所提供的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创造出超越于自然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既是具体的感性表象，又趋向普遍的理性观念，使理性观念获得了客观现实的外貌。这种一般与特殊、观念与表象统一的“第二自然”就是审美意象。其根本特点是：它不是纯粹的现实经验，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单纯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既包含普遍理性因素，也包含主体创造的因素；它作为内在的直观表象，没有概念能与之完全切合。因此，审美意象实质上是感性表象同理性观念的有机统一。康德认为，审美意象是美学的重要范畴，“美一般可以说是审美意象的表现”，对审美和艺术创作有重要意义：因它力图接近理性概念，表现人的理想，故能灌注生命于对象；因它具有感性形式又有高度的概括性，故能以有限的具体形象表现出无穷的普遍意蕴，引导人们获得超越感性自然的自由；因它给观念以现实的外貌，故能把无法用概念表达的思想传达给别人。


美的理想
 （ideal of beauty；Schönheitsideal）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引导人们进行审美评价和判断的最高范本和标准。在康德哲学中，理想是指“个体的理念”，“现象界一切模本的原型”（《纯粹理性批判》）。美的理想就是审美的最高的范本、观念性的鉴赏的原型。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审美规范观念，这是想象力在人的意识中所构成的能够充当审美判定标准的个体表象，即“先验直观”；另一是理性观念。理性观念与知性概念不同，它不能作用于感性直观而形成知识，构成原理，只能引导人的认识能力，帮助人有效地去思考非感性的抽象事物。美的理性观念适用于人体，它把不能感性直观地显示出来的人的各种目的作为标准去对人的形象进行审美评价，把人的形象看作人的各种目的的体现者，即人对人的形象进行审美评价时，不仅依据头脑中的审美规范观念，还依据以理性观念形态表示出来的人的目的，主要是伦理道德观念和信仰。美的人体形象必须符合审美规范观念，同时又体现出道德观念。因此，美的理想乃是个体表象性的审美规范观念与理性道德观念统一而成的理想的审美标准和尺度，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生存目的和理性观念，才能独具美的理想。人之外的事物如山河湖海、植物动物等都没有理性，不会产生理性观念，没有美的理想。


审美规范观念
 （aesthetic normal idea；ästhetische Normalidee）　德国康德美学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提出，指想象力所构造出来的主体用作审美评判标准的直观表象。康德认为，审美时主体意识中存在着一种以表象形式出现的范导性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由概念表述出来的法则，不是规定的规律，而是由想象力构造的能够体现审美观念的“范型图像（Musterbild）”，它不是清晰具体的图像，而是“仅能达到盖然程度（kaum zur Vermuthung zureichende）”的表象形态的模糊图式。这种模糊图式作为审美判断的标准，既具有表象的具体感性形式，又具有范型观念的普遍性，是两者的统一，这就是审美规范观念。康德认为审美规范观念不是先天理性的产物，而是由后天经验得来并经想象力加工而成的。想象力具有“从多种或同一种难以计数的对象中把对象的形象和形态（Bild und Gestalt）再生出来”的特殊能力，从而能“从同一种类的多数形象的契合获得一平均率标准”（《判断力批判》）。在审美领域，由想象力所获得的这个平均率标准就是审美规范。如人们见过成千上万的男人，接受过许多单个成年男人的表象。想象力让许多男人的形象在意识中互相消长，逐渐趋于“平均的大小（mittlere Grösse）”。这个平均率并不是把一个个男子的形体器官的数据加起来再除以总个数所得的精确数字，而是许多男子的形态的复合印象在“内在感官”里叠加、混合、比较、加工而产生。这就是美男子形体的审美规范观念，就是人们用以评判男子美不美的尺度。审美规范观念是审美理想的一个方面，美的理想只有人才独具，审美规范却可适用于除人之外的其他事物。


无概念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without concept；Allgemeinheit ohne Begriff）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一书提出，为鉴赏判断规定的第二个要点，指鉴赏判断不凭借概念也能保证普遍有效。康德认为，鉴赏判断是对个别事物所作的“单称判断”，单称判断一般本不应有普遍性，但鉴赏判断却能要求普遍的赞同和承认。在认识论中，判断的普遍有效性由概念保证。审美判断不是认识，而是对个别事物的情感判断，它不以概念为规定根据，其普遍性不能来自概念，因而是主观的。这种主观的普遍性来自人们主观上共同具有的“心意状态”，是一种审美判断的主观条件的普遍性，它能保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使一个人的审美判断可不凭概念的普遍性而期望得到别人的普遍赞同，具有普遍有效性。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purposiveness without a purpose；Zweckmassigkeit ohne Zweck）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为鉴赏判断规定的第三个要点。指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康德认为目的是指“它的概念能被看作对象的可能性的根据”（《判断力批判》）和现实性的基础。概念规定一对象应该是什么，应具有哪些属性和特点。一对象如果把其概念所包含的各种规定完全显示出来，具备了概念所要求的特质，这对象就是合目的的，就具有合目的性。康德有时也把这种关系称为因果性，概念是对象的因，对象是概念的果。这种以概念为基础的目的称为客观目的，它又分为两类：外在目的和内在目的。外在目的是“一事物对其他事物的适应性”（同上书），对人来说就是事物的有用性；内在目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满性。这两种目的都以明确的概念为前提。审美判断是无利害、无概念的，不涉及对象的有用性和完满性，所以审美判断与其对象之间没有这种客观的目的关系，是“无目的”的；但审美时，客体的纯形式适合了主体的心意机能，适合了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在主观上又是合目的的，故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或主观的合目的性。其具体含义是，在审美中，想象力不断地把对象的表象提供给知性，知性接受表象后仅仅激动着、兴奋着，不把这表象归于任何概念和规律之下，从而达到直观、想象力和知性诸认识能力的和谐活动和自由游戏状态，此时，主体并不把对象的表象同其实用性或完满性联系起来，因此是无目的的；但这种表象又满足了主体诸认识功能的自由活动，因此又有在主观上的合目的性。主观的合目的性是表象对于概念机能（知性）而不是对概念的适应，是表象机能（想象力）和概念机能的自我相关，是主体能力的内在的因果性。又因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以概念为基础，与事物的存在和本质无关，只涉及对象的形式，所以又称为“形式的合目的性”。


无概念的必然性
 （necessity without concept；Notwendigkeit ohne Begriff）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为鉴赏判断规定的第四个要点。指从情状上对美的特性的分析和概括。康德认为，审美快感不依赖概念，不具有从概念上来推论的理论或逻辑上的客观必然性，也不具有实践或道德的必然性；但审美判断又确实具有一种必然性，“它是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判断力批判》），即主观赞同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称之为“范式”的必然性。康德认为这种主观范式的必然性来自于一种人们普遍具有的“共通感”，它是从我们的认识诸能力的自由活动而来的结果，表现为“只通过情感而不是通过概念，但仍然普遍有效地规定着何物令人愉快，何物令人不愉快”（同上书）。这种共通感是知识和情感能够普遍传达的必要条件。人具有了共通感，作出鉴赏判断的感情就将不是私人的感情，而是一种共同的感情；人们就会赋予自己的判断以“范例的有效性”（同上书），期待并相信自己的审美判断也应该对所有他人同样适用。由此康德总结出美的第四个契机：“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底对象”（同上书）。这是一个“主观而普遍的（对每个人必然的观念）”原理。“无概念的必然性”与其他三个契机一起构成了康德关于美的本质和特征的理论，在美学史上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自由游戏
 （free play；freie Spiel）　德国康德用语。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审美活动中主体认识能力的活动方式和根本特点。康德认为，参与审美判断的认识机能主要是想象力和知性（Verstand）。想象力的功能是把多样的感性直观综合起来构成表象（Vorstellung），知性的功能是用概念把诸表象统一起来形成知识。在审美活动中，想象力把感性直观材料综合起来，然后联系于知性，但知性在这里却不提供任何关于对象的概念，不给对象以任何规定（如是什么，有何性质，与他物是何关系，受何规律支配等等），即不把对象纳入某种特殊的规律而构成知识，而是与想象力处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协调的关系中。但知性的本质是提供范畴，有它的活动就必然趋向于概念和规律，这就使审美鉴赏“是自由的却又是本身具有规律的”，是“没有规律的合规律性”（《判断力批判》）。这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就是自由游戏。康德在不同场合曾使用过不同的术语表示这一现象，如“心意诸能力（Gemüthskrafte）的活泼游戏（erleichterten Spiel）”、“认识能力（Erkenntnissvermögen）的自由游戏”、“想象力对知性的主观性的协调（subjective Übereinstimmung der Einbildungskraft zum Verstande）”、“表象能力的自由游戏”等，有时则具体地称为“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这一概念对席勒、黑格尔及整个德国古典美学发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对后起的“游戏说”有直接启示。


道德的象征
 （symbol of morality；Symbol der Sittlichkeit）　德国康德对美的本质的最后规定。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指美与道德或善的联系。在古代已有论述，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普洛提诺，近代英国的夏夫兹博里等人都以各种方式表述了美包含着善、美，表现善或美与善不可分的思想。康德更明确独特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提出人体美的理想“在于表现道德”；崇高感的根基在我们的精神内部，在天赋的道德观念；人的审美鉴赏力体现了“从官能享受到道德情绪的过渡”；归根结蒂，“美是道德的象征”（《判断力批判》）。认为美与道德原属于不同领域，审美观念根源于想象力和知性，道德观念来源于理性。但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对美发生道德上的兴趣，要求自然美（康德只在自然美的范围内谈道德的象征）能够表现出理性观念即道德感。表现就是使概念或观念具体化、感性化。表现有两种方式：一是图式的，即认识论中使知性纯粹概念具体化的先验图式；另一是象征的，即以一个别的感性形象示意性地引导人们去思考某种理性观念，或者说把对一对象的直观的反思“翻译（übertrag）成完全另一种概念”（同上书）。美的情形属于后一种，即通过感性自然形象象征理性的道德概念，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感情，使人联想到善良意志，如百合花的白色引起纯洁的观念，红色引起崇高的观念，紫色引起柔和的观念等。康德通过“美是道德的象征”，实现了由必然到自由、由感性到理性、由自然到人的过渡，最终完成了批判哲学的体系。


数学的崇高
 （mathematical sublime；Mathematisch-Erhabenen）　又译“数量的崇高”。德国康德用语。与“力学的崇高”相对。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以说明崇高的一种性质和特征。其内涵有四个方面：（1）从对象来看，是体积上无限大的自然事物，“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比它小”，它不能用数学的方式或逻辑的方式加以计算或推论，只能直接观照。又因为它无限大，超越了一切感性尺度，感官无法完整地把握，因而又是无形式的。（2）从主观机能的活动方式上看，与力学的崇高是想象力和实践理性的共同活动不同，它是想象力与理论理性的共同活动。想象力与知性相结合，只能把握有限的美的事物，对无限大的崇高对象则不能适应，这种“不适应性（Unangemessenheit）”唤醒了主体的“超感性能力（übersinnliche Vermogen）”，即一般理性（或称纯粹理性、理论理性），它提供理性理念去思考、统一、把握超感性的绝对整体和无限。在鉴赏数学的崇高对象时，理性要求掌握在空间上无限广大的事物，但想象力即使扩大自身（Erweiterung der Einbildungskraft）也无法提供无限大的完整表象，两者处于矛盾对立之中。主体机能的这种对立和不适应性，就是数学的崇高感的根基。（3）从关系上看，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数学的崇高面前，由于想象力无法适应理性机能的无限性，不像在审美时想象力与知性处于自由游戏关系时的主观合目的性，所以它在主观上是不合目的的；但想象力无法把握对象的无限性也正是适应和表现了理性机能的无限性，在此意义上“想象力机能的不合目的性对于理性诸观念”，“仍表现为合目的性的”（《判断力批判》）。（4）从本质上看，数学的崇高不在对象自身，而存在于主体心中，“真正的崇高只能在评判者心情里寻找，不是在自然对象里”（同上书）。康德的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观念构成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首次从主体心理上揭示了崇高的根源，在美学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力学的崇高
 （dynamical sublime；Dynamisch-Erhabenen）　又译“力量的崇高”。德国康德用语。与“数学的崇高”相对。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用以说明崇高的一种性质和特征。其内涵有四个方面：（1）从对象上看，是自然界具有强大威力，能引起恐惧感，“对我们又没有支配力”（《判断力批判》）的事物。这类事物所显示出的强大力量是人的肉体无法抗拒的，如“粗犷的、威胁着人的陡峭悬崖，密布苍穹、挟带着闪电惊雷的乌云，带有巨大毁灭力量的火山，席卷一切、摧毁一切的狂飙，涛呼潮啸、汹涌澎湃的无边无际的汪洋，以及长江大河所投下来的巨瀑”（同上书）等。（2）从主体机能的活动方式上看，与数学的崇高是想象力与理论理性的共同活动不同，它是想象力和实践理性（产生道德观念的主观能力）的共同活动。想象力作为统摄感性直观的能力，经过紧张努力（Anspannung），把含有强大威力的自然事物的表象当作一种图式（Schema）提供给理性，以便用实践理性的观念去把握它。理性把对象的威力“施于感性，以便感性适应着它（理性）本身的领域（即实践的领域）来扩展（erweitern），并且眺望（hinaussehen）到那对它来说是一深渊的无限性”（同上书）。感性无法抗拒那巨大的威力，于是产生某种恐惧，而提供道德观念的实践理性又超越这威力，把恐惧转变为消极的审美愉快。（3）从关系上看，它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对象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对于想象力来说是不适应的，因而在主观上不合目的性，但它能唤醒我们的道德情绪，对实践理性又是相适应的一种主观的合目的性。（4）从本质上看，力学的崇高不存在于自然事物之中，而是在我们心里。自然事物的威力的不可抗拒性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在“物理上的无力，但同时却发现一种能力，判定我们不屈从于它，并且有一种对自然的优越性”（同上书），同时“提高我们的精神力量”（同上书），使我们的人格在威力面前不被降低，在自然面前维护人类的尊严。因此，力学的崇高实质上是我们在对象上反思到自己的使命的崇高性，它的根基在于人类天性中的道德观念。康德还看到力学的崇高感的发展受人类道德观念发展的制约，认为“若是没有道德诸观念的演进发展，那么，我们受过文化陶冶的人称为崇高的对象，对于粗陋的人来说只显得可怕”（同上书）。从数学的崇高到力学的崇高，是康德美学由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认识论向伦理学过渡的重要环节，它们把美学史上崇高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意蕴
 （meaning；das Bedeutende）　德国歌德用语。在《搜藏家和他的伙伴们》一书的第五封信里提出。用以表述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指艺术作品的“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歌德认为古典主义的类型概念使人漠然无动于衷，温克尔曼的理想的形式美缺乏生动性和丰满性。“类型”和“理想”都过于一般和抽象，只有美这个概念，才能把个别的完满的事物（形式）与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和崇高的东西统一起来。作品既有完满的形式，又能显示出其内在精神，即意蕴和崇高的东西，那是美的。这一思想为黑格尔首肯并吸收。


浪漫的
 （romantic）　指欧洲近代兴起的一种消极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类型。该词源于古法语romans，原指用拉丁语方言罗曼斯写的骑士冒险故事，18世纪下半叶起用来表示令人联想起诗歌的风景、场所，取其贬义。歌德把“浪漫的”与“古典的”相对，偏重于指消极浪漫的倾向。指出“近代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因为它们是新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柔弱的、不健康的、病态的”（《与爱克曼谈话录》），同时是从主观出发的。他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参照席勒的意见，对浪漫的和古典的对立作了进一步的区分，指出：“古代的，自然的，异教的，古典的，现实的，必然，职责；近代的，感伤的，基督教的，浪漫的，理想的，自由，愿望。”“在古代诗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职责及其完成之间的矛盾，在近代诗中占支配地位的，则是愿望及其完成之间的矛盾。”后黑格尔把象征的、古典的、浪漫的当作艺术发展的历史类型。认为象征艺术是物质形式压倒精神内容，古典艺术是物质形式与精神内容的和谐，浪漫艺术是丰满的精神内容溢出了物质形式，回到了它自身。浪漫艺术的基本特点是“绝对的主观性”和“绝对的内在性”。从理念内容与物质表现形式统一的艺术角度看，浪漫艺术不及古典艺术完美，但从理念自我发展的过程来看，理念不断克服物质的障碍，不断地回到它的精神本性，浪漫艺术又高于古典艺术，表现了精神的胜利。


古典的
 （classical）　指希腊古典精神，即一种静穆单纯、素朴理想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类型。该词源于拉丁语classis，原指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划分市民五个等级中表示最高等级的人，形容词classicus由此转为“第一流的”意思。公元2世纪后用来表示杰出的作家、作品，后转意为经过时间考验、堪称典范的艺术杰作；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同义语，表示体现着艺术价值规范和完善性的典范。后德国歌德把“古典的”与“浪漫的”相对，他在《浮士德》第二部中写道：“你所认识的只是浪漫的妖精；真正的妖精要古典的才行。”古典的是：自然的，异教的，现实的，必然，职责；它比德国的浪漫精神更为优越。指出古典艺术是客观的、健康的，是自己的理想；要求艺术创作表现出古典作风，即要求内容与形式，感情与理智的和谐，要求艺术的自由与自然的规律之间的调和。期望用“强壮的，新鲜的，欢乐的，健康的”古典精神来挽救当时德国文艺界的颓风。后黑格尔把象征的、古典的、浪漫的看成是艺术发展的历史类型。认为象征的艺术是艺术前的艺术，其基本特点是物质的表现形式压倒精神的内容，内容本身不稳定，抽象的理念没有转化为具体的客观存在，内容与形式割裂。古典型艺术“把理念自由地妥当地体现于在本质上就特别适合这理念的形象”，使理念和形象形成自由而完满的协调，使完美理想成为实现了的事实。黑格尔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来论述古典艺术，把它作为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类型，但在对古典艺术的评价和特征概括方面，与歌德的观点颇为接近，而且同样把希腊的艺术看成是最理想的古典艺术。近代，“古典的”常指各民族历史上体现着传统艺术规范、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总体。


素朴的
 （naive）　见“《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感伤的
 （sentimental）　见“《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人本身与状态
 （person and state；Person und Zustand）　德国席勒用语。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关于人的本质和规定性的概念。人本身指常住不变的、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内容的抽象人性；状态指具体的、经验中的、受外界条件限制的、在时间中不断改变的人性。席勒认为，在绝对存在（即费希特所说的自我本身无条件设定的、未经分化的、无矛盾的自我，亦即神性）中，人本身和状态、一般人性与可变人性是统一的，而在有限存在（现实的、经验的、具体的人）中，两者则是分离的。人本身的存在根据是自由观念，状态的基础是因果关系；人本身是独立的、绝对的，状态则依附于时间。但这两者又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人性完全不变，则没有现实性；全都变化，则不能成其为特定的人。人本身是人的理性，状态是人的感性。两者在美学上的意义在于人性的这两个方面分别产生两种冲动：形式冲动（理性冲动）和感性冲动。两种冲动的矛盾对立由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统一。席勒这一思想源于康德哲学中理性和感性分裂并由判断力统一的学说，但有很大发展。


感性冲动
 （sensuous drive；sinnliche Trieb）　德国席勒用语。与“形式冲动”相对。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人实现自己感性需要的本能、欲望和能力。席勒认为人的本性可分为人本身和状态两方面，这两方面都要求在外在对象上实现自己，从而形成两种推动力即两种冲动。感性冲动指“由人的物质存在或者说是由人的感性天性而产生的，它的职责是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中，使人变成物质，而不是给人以物质”（第十二信）。在感性冲动中，人受到时间的限制，突出了感性存在，把自己变成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冲动反映了人的物质需要，其对象是现实的物质世界，它保证了有限人的存在。又因“一切形式只在一种物质上显现”，它对人的理性亦有重大意义，“人的全部表现最后当然会固定在这种感性冲动上”（第十二信）。感性冲动的局限性在于把精神捆绑在感情世界上，限制人的无限性和绝对性，妨碍人达到完善的程度。只有通过游戏冲动才能达到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统一，进入审美状态。参见“形式冲动”。


形式冲动
 （formal drive；Formtrieb）　亦称“理性冲动”。德国席勒用语。与“感性冲动”相对。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人实现自己理性要求的意志、愿望和能力。席勒认为整个人性有两个方面：人本身和状态。人本身是人的理性方面，状态是人的感性方面。两个方面都有实现自己的欲望、要求和力量，这就是冲动。形式冲动“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者说是来自人的理性天性；它竭力使人得到自由，使人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得到和谐，在状态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保持住人的人格”（第十二信）。席勒这一思想本于康德哲学。康德认为在认识过程中，杂多、混乱的现象界只提供感性材料，它们只有在概念、范畴等普遍形式和规律的统摄下才能成为知识。这形式来源于人的先验理性。席勒进一步认为理性能力即提供形式的能力，理性冲动亦即形式冲动。形式本来潜在于人的理性之中，它要求把自己表现出来，把内在的东西外化，给一切外在的东西加上形式和法则。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事物对思维能力的一切关系”（第十五信）。形式冲动包括了时间的全过程，它扬弃时间和变化，要求实现普遍、永恒、绝对，要求真理和合理性。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都各有片面性，前者受精神法则的强制，后者受自然法则的强制，两者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要使人达到绝对自由，必须由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使人进入审美状态。


理性冲动
 　即“形式冲动”。


游戏冲动
 （play drive；Spieltrieb）　德国席勒用语。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人实现审美状态的意志、要求和活动，是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统一。席勒认为，源于人的物质存在的感性冲动和源于人的精神存在的形式冲动各有片面性，并受到自然要求和理性要求的强制，人在这两种冲动中是不自由的。只有形成一种新的冲动，将这两种冲动结合为一时，人才会“既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生存（从感性方面），他既感到自己是物质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第十四信），这种新的冲动就是游戏冲动。游戏一语源于康德，康德用游戏一词表示人的认识机能（知性和想象力）的自我相关的无概念的自由活动。席勒用以表示既反映人的感性要求，又反映人的理性要求，把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扬弃了两者的片面性、偶然性的自由活动。游戏冲动把形式送入物质之中，把实在送入形式之中。其中的理性因素使感觉的热情的力量与理性观念相一致，感性因素使理性法则同感官的兴趣相调合，使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到自由。它的对象是活的形象，是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即最广义的美。因此游戏冲动实际上亦即审美活动。席勒游戏冲动的观点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在从感性与理性、欲望与认识结合上揭示美的本质方面前进了一步，对黑格尔美学有直接启示，对游戏说等近现代西方美学也有重要影响。


活的形象
 （living form；lebende Gestalt）　德国席勒用语。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感性生活和理性形式（形象）的统一，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或最广义的美的概念。席勒认为人有三种冲动：感性冲动、形式冲动（理性冲动）和游戏冲动。三种冲动各有对象。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活的形象，它把前两种冲动的对象，即生活和形象统一起来。生活指现象的质料，是客观的、感性的外在物质方面；形象指形式和事物思维能力（Denkkraft）的关系，是主观的、理性的内在精神和生命力方面。在活的形象中，生活和形象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形象是生活，生活是形象”，即“只有当某物的形式在我们的感觉里活起来，而它的生活从我们的知性中取得形式时，才是活的形象”（第十五信）。席勒认为并非所有的生物都是活的形象，也并非所有无生命的东西都不是活的形象。大理石无生命，被艺术家雕琢之后却可以变成活的形象。一个人虽有生命、有躯体，但因缺乏内在的理性精神，也可以不是活的形象。活的形象实现了感性和理性、内容与形式、有限和无限、必然和自由、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使人由受限制的单纯的感性状态或理性状态上升到自由的审美状态。


外观
 （appearance；Schein）　又译“假象”、“形象”、“显现”。德国席勒用语。与“事物的实在”相对。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审美过程中对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物的外在形态。席勒认为实在是事物存在本身，它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自在自为；外观则是人的主观能力（感觉、知觉、想象、知性等）构造物，是人的创造。外观对人的意义，由主体的状态决定。处于动物状态的野人只有物质的需要，只执著于事物的实在及其可用性而对事物的外观不感兴趣；脱离动物状态而获得人性的人已从感官中排除进逼的物质，“动物状态直接感触到的对象已离开我们”，其标志是喜爱外观、装饰和游戏。外观的基本特点是“正直的”（aufrichtig），不联系事物的实际存在，只联系事物呈现在感官之前的形象；“独立的”（selbständig），公然放弃对实在的要求，不需要实在的任何帮助。这一特性将外观与实在严格区分开来，使之具备审美特质。外观是人的作品，包含有理智内容，但它又不同于逻辑外观，逻辑外观因冒充真理而损害真理，只是一种欺骗；审美外观则表明自己仅仅是外在形态，因而无害于真理，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外观。审美外观与伦理道德有密切关系，人从“物质状态”经由“审美状态”进入“道德状态”，即从“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便摆脱了“关系网的一切束缚”，“从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以不关心的态度去欣赏事物的外观，这时就产生了美，“审美外观的范围有多大，它在道德世界中的范围就有多大”。席勒的审美外观理论上承康德，下启黑格尔，特别是关于人的感官不同于动物感官的观点，很接近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


显现
 　即“外观”。


熔炼性的美
 （melting beauty；schmelzende Schönheit）　德国席勒用语。与“振奋性的美”相对。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优美。席勒认为美有松弛和紧张两种作用，使人松弛的是熔炼的特性，使人紧张的是振奋的特性。两者在理想美中是平衡的。但理想美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实的美总是偏重于一方面。理想美中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两种特性，在现实的经验的美中实际上成为不同的存在，从而产生熔炼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熔炼性的美的作用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使心情松弛，使人从精神与物质的强迫之下解脱出来。认为紧张的人很需要这种美。


振奋性的美
 （energetic beauty；energische Schönheit）　德国席勒美学用语。与“熔炼性的美”相对。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崇高。席勒认为美有两种，使人紧张的美是振奋性的美。振奋性的美的作用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使人的心情紧张，增加人的力量，防止人的软弱和衰竭。它的弱点是不能防止人的粗野和冷酷。“人们常常看到真正的伟大与狂妄冒险结下不解之缘，意向的崇高与情欲的最可恶的发作相伴而生”。席勒还写过一篇《论崇高》，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与振奋性的美大致相同的崇高概念。参见“熔炼性的美”。


审美游戏
 （aesthetic play；ästhetische Spiel）　德国席勒用语。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人与社会的审美状态。康德曾提出“自由游戏”的概念，席勒接受了这一概念，并赋予新的内容。认为游戏起源于精力过剩，当人的物质需要满足后，人还要求物质剩余外的审美附加物（Ästhetische Zugabe），以扩大享受范围，提高享受质量。游戏便是使人的享受超越于物质需要的活动，是工作、劳动之外发挥、显示、消耗精力，并从中获得自我享受的活动。认为游戏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无生命的自然界、植物、动物的类似游戏现象只是真正游戏的序曲，只有人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游戏。人的游戏有低级和高级两种，低级的游戏是物质游戏，与形式不发生关系，属于人的动物生活，还未显示出人的独立的创造力和内在的自由；高级的游戏是审美游戏，其对象是自由形式。在审美游戏中，“立法的精神”即提供概念和规律的主观能力“第一次干预盲目本性的活动，它使想象力的任意活动服从于它的永恒的不变的一体性，把它的自主性加进可变的事物之中，把它的无限性加进感性事物之中”（第二十七信），从而使人完全挣脱了物质需求的枷锁，以美本身为追求的对象。美不仅改变了人的外表，最后也改变了人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建立起游戏和外观的快乐王国——审美王国，“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则”（同上）。在这个王国中，美使社会统一和谐，人人都平等、自由、幸福，忘记了自己的局限。审美游戏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社会的本质，“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第十五信）。游戏与艺术关系密切，以外观为快乐的游戏冲动一出现，就产生了模仿的冲动，产生了艺术。席勒的审美游戏理论揭示了人性和艺术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后代有很大影响。19世纪后半期，英国斯宾塞接受和发展了席勒的理论，提出游戏是过剩精力的发泄，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就是艺术的本质。形成后人所说的“席勒斯宾塞游戏说”。斯宾塞之后，谷鲁司、艾伦（Grant Allen，1848—1899）、萨利（James Sully，1842—1923）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审美游戏理论。这种观点至今仍是西方解释艺术起源的重要理论之一。


美的理想
 （ideal of beauty；Schönheitsideal）　德国席勒用语。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指理想中的美。席勒认为理想的美即“美的最高理想”，只在实在与形式的尽量完善的结合与平衡里才能找到。但这种平衡永远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里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理想中的美”不同于“经验中的美”，前者将实在与形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达到平衡，具有“熔炼性和振奋性”；后者则在实在与形式之间摇摆，破坏平衡，使熔炼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分别存在。


审美的正题判断
 （aesthetic judgment of the positive；ästhetische Urteil der Thesis）　德国费希特用语。是费希特把“自我”哲学运用于审美判断时所作的逻辑学概括。他认为逻辑判断有正题判断、反题判断和综合判断，正题判断是与后两种判断相对立的；后两种判断的正确性以一种关联与区别的“双重根据”为前提，正题判断则不以这两种根据为前提，仅仅有“一种寻求根据的课题”。在正题判断中，某物与他物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相同的，也不是对立的，而仅仅是被设定为与自身相同的，“这一类原始的、最高的判断就是：‘我是’”。这个判断没有任何东西说到自我，而是给自我的可能规定了无限余地，空下了宾词地位。审美判断属于这种给自我留下无限余地的正题判断。如“A是美的”是一个正题判断，等于说在A里面有一个标志，也存在于美的理想里面，我并不认识这个理想，不能将那个标志与理想加以比较。这个理想只有在完全接近无限之后才能够找到。康德和其继承者正确地称这种判断为无限的判断。审美判断就是这种来自绝对的、无限的、包容着最高理想的正题判断，它是一种由“自我”（绝对）设定的、与自身同一的、在对美的理想的寻求中建立起来的无限的正题判断。费希特这一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包含着审美纯然是非理性、非功利活动的片面因素。但他强调审美活动中主体的“设定”作用即能动性与创造性，具有合理因素，对黑格尔美学以及近现代西方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美学以启示和影响。


自我与非我
 （ego and non-ego；Ich und Nicht-Ich）　德国费希特用语。在《知识学基础》一书中提出，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自我”指认识主体和意志主体，是唯一的实在；“非我”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由“自我”设定的。在费希特哲学中，自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自我设定自身，产生不依赖客观物质世界的绝对自我；（2）自我设定非我，因为活动是自我的本性，但无障碍则活动无以表现，自我为了活动，就创造跟自己对立的障碍物——客观世界，即“非我”；（3）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自我通过克服非我的过程而丰富、实现自身，两者在自我意识中复归于统一。这一自我发展的过程是“自由”的体现，亦即道德活动。费希特本人没有把自我和非我的概念直接运用于美学。但这一概念对19世纪初期德国浪漫主义美学产生直接影响，是这一运动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施勒格尔兄弟、梯克（Joham Tieck，1773—1853）、诺瓦里斯（Novalis，1772—1801）等人把费希特的自我和非我的概念引入浪漫主义诗学和美学并推向极端。费希特的自我还受到非我的限制，浪漫主义者则把自我抬高到无所依傍的地位，提出艺术以表现超越一切的自我为目的，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表现艺术家的自我。他们还根据费希特“自我的自由”的观点，提出“滑稽（Ironie）”说，主张艺术创作应取一种“滑稽”态度，即对外部世界采取自由玩弄、虚无揶揄的主观态度，认为外在世界中的一切东西都不是真正独立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必严肃对待，以此取得不受任何形式和内容约束的个人绝对自由。


理智的直观
 （intellectual intuition；intellektuale Anschauung）　德国费希特和谢林用语。在费希特的《知识学基础》和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提出。指与感性的直观有别的意识活动。在费希特哲学中，理智的直观是在批判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一种理性通过感性直接反省自我的活动和能力。费希特认为理智的直观不同于纯粹理智活动，它以非逻辑的直觉方式把握超感官的事物；它也不同于纯粹感性的直观，它包含有理智的活动，能抓住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不停留于表面现象。这是一种感性本身就包含着理性、理性通过感性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意识活动。但费希特哲学的前提是绝对的自我，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是自我所设定和建立，故理智的直观实即自我意识的内在活动，即自我直观自身的思维方式。谢林从费希特的自我出发，研究人的自我意识，认为自我意识从原始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开始，经过主客体的分裂又复归于统一，这个过程“仅仅以自我直观的级次不断提高的过程为依据，这个过程是从自我意识中最初级的、最简单的直观开始，而到最高级的，即美感直观为止”（《先验唯心论体系》）。由此自我意识的全部活动都被归结为直观。他把直观分为四种：（1）一般自我直观，绝对同一体首次分裂的自我意识活动；（2）在感觉中直观客观事物的规定性的自我直观；（3）自我把自我当作客体进行直观；（4）自我把自己直观为创造性的自我的直观，这是最高级的直观，亦即理智的直观。认为“就其本原来讲，任何直观都是理智的”（同上书），每一直观都必须被分成两面，无意识的本能的直观活动本身和直观的理性概念，即在一般的直观中，已有概念参与，概念即理智的产物。但最高级的理智直观有其特殊性，它是自我意识在最终同一中直观自身，它消除了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对立，解决了一切矛盾，是一种完善的自我直观。在同一哲学的终点，谢林把理智的直观和美感直观联系起来，指出，理智的直观是自我意识的活动，是纯主观的，如果使其客观化，通过外在对象把它表现出来，使自我可以通过这对象来直观仅仅存在于头脑中的意识活动，理智直观就变成了美感直观。故“美感直观正是业已变得客观的理智直观”（同上书）。在欧洲现、当代美学中，理智直观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美学派别都接受并发展了这一概念，使它成为当代西方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解决审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如叔本华说的“观审”，克罗齐说的“用直觉去体会”真理，柏格森说的艺术家“凭直觉的努力，打破了空间设置在他和他的创作对象之间的界限”（《创化论》），英伽登说的“特殊的情感观照”和“直觉认识”，阿恩海姆说的“一个人直接观看世界时发生的事情，与他坐在那儿闭上眼睛‘思考’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视觉思维》），苏珊·朗格说的直觉“就是一种基本的理性活动”（《艺术问题》）等，本质上都与理智直观一致。


有限与无限
 （the finite and the infinite；Endliches und Unendliches）　德国谢林用语。在《先验唯心论体系》和《艺术哲学》中提出。无限指超越于主体和客体之上的客观精神，是普遍的绝对意志，自我意识的自我同一；有限指具体、个别的事物，特别是指具体的个人意识。谢林将这一概念运用到美学上，提出“艺术作品的根本特点是无意识的无限性”（《先验唯心论体系》），即艺术作品包含着不同于个人主观意识的普遍观念，“能作无限的解释”。认为，有意识是有限的，无意识是无限的，一般无限性无法通过有限存在来表现，但艺术创造既有有意识的活动，又有无意识的活动，存在着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艺术家从有意识开始，以创造出无意识的艺术作品而告终，由有意识而达到无意识，由有限而达到无限。由有限事物表现出了无限事物。所以完美的艺术作品能够通过有限存在来表现无限。谢林把这种有限中表现出无限、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看作美的本质，认为“这种终于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就是美”（同上）。提出在自我意识中，在艺术作品中的有限和无限、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必须是“绝对同一的东西”，是“预定和谐”（同上书）和统一的。谢林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学说客观上表述的是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事物与概念、有意识和无意识辩证统一关系，体现着德国古典美学综合经验派美学与理性派美学的基本方向。但其论述抽象、晦涩，有不少疏漏和矛盾，远不及黑格尔哲学中有关有限与无限、具体存在与绝对精神的学说严密。


美感直观
 （intuition of aesthetic feeling；Anschauung des ästhetischen Gefühl）　又称“艺术直观”。德国谢林用语。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提出，是理智直观的一种特殊形式。谢林认为，“绝对的同一性”不诉诸于概念知识，而只能加以直观，但这种直观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哲学的“理智直观”本身纯粹是内在的直观，它自己是不能变为客观的，只有通过第二种直观才能变为客观的。而这第二种直观就是美感直观。美感直观来源于灵感，它的特征在于通过客观性的外在形态反映出理智直观所把握的“绝对”。谢林认为“理智直观的这种普遍承认的、无可否认的客观性”亦即艺术本身。“美感直观正是业已变得客观的理智直观。艺术作品唯独向我反映出其他任何产物都反映不出来的东西，即那种在自我中就已经分离的绝对同一体”（《先验唯心论体系》）。谢林这一论点包含着形象思维论的萌芽，但也存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糟粕。


艺术直观
 　即“美感直观”。


理念
 （idea；Idee）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一书中提出。是他哲学和美学的基本范畴和出发点。指一种能在否定之否定的自我运动中派生出整个客观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精神实体或“纯思想”。与柏拉图的在客观世界以外的孤立的精神实体的理念不同，是一个永恒地存在于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中的无所不包的精神实体，是整个世界的本源和本质，是最高的绝对的真实。它在黑格尔的哲学与美学中是不同的。黑格尔认为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而是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帖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即美是理念派生的，是理念所演化成的现实形象。在艺术美里，理念与它所产生、显现出的感性形象之间是水乳交融的，“理念和它的表现，即它的具体现实，应该配合得彼此完全符合”，这样，“理念就是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这种理念就是理想”（《美学》第一卷），在这个意义上，“美就是理念”（同上书）。美的理念是“具体的整体”，是“理念化为特殊个体和确定为外在现象这个过程”，而不仅仅是静止、抽象的逻辑理念（同上书）。在艺术作品中，思想或理性内容就是理念，艺术形象就是理念所显现的感性形式。理念是绝对真实的，作为理念感性显现的艺术美也是真实的。


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Entäusserung）　又译“外化”。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等书中提出。指艺术作品使内在的心灵显现于外在感性事物的活动过程。黑格尔认为心灵、思想、概念这些东西都是内在的、抽象的，虽然是普遍的、绝对的、真实的，但都没有现实性。它们必须借外在对象表现出来，才能实现自身，这就是外在化。在黑格尔哲学中，万物都是绝对精神或理念所创造出来或在外在世界的实现，即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或异化（Entfremdung）。在美学上，外在化表示艺术作品用外在的感性形式完善地体现内在心灵和理念内容，即理念和心灵外化为、显现为感性形象。它通过具体形象反映心灵，使精神性的东西获得感性形式，从而把心灵转化为客体或自身的对立面，因此它“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外化”（《美学》第一卷）。“外在化”体现了黑格尔美学的初步实践观点。他认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实践在外在事物上刻下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分，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同上书）。黑格尔认为这样一种心灵的外化或“自我创造”，是艺术作品产生的根源。此外，黑格尔的“外在化”还相当于“异化”，它揭示了事物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美学》中，理念不断外化和感性显现的过程，构成从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到浪漫型艺术的一部人类艺术史。黑格尔的外化或异化思想在哲学和美学上都有可借鉴之处。其根本缺陷在于唯心主义地本末倒置。马克思接受和发展了这一概念，把它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更深刻的内容。


环境的人化
 （humanization of environmen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周围环境，使环境打上人的烙印。黑格尔认为，自然环境与精神环境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整个客观环境。人在与环境处于一种天然的和谐关系的同时，“把外在事物变成他的手段”，来满足他的需要，“实现他的目的”。人在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外在世界里的时候，“把他的环境人化了”。环境的人化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亦即人通过劳动实践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黑格尔认为，环境的人化是产生理想艺术的基础。优裕的生活和使人自由、愉快的创作的环境，才能促使理想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强调单纯“满足于与自然相处相安，满足于自然的直接产品”的“牧歌”时代，以及劳动出现异化，需要与劳动、兴趣与满足之间日益分离的工业文明时代，都从不同方面背离了“环境的人化”，都不适合艺术的发展，而原始社会的英雄时代是最能充分实现环境的人化的时代，也是艺术生长的最理想的时代。黑格尔把原始社会的英雄时代作为最适合艺术发展的人化环境，有反近代资本主义异化的合理因素，但也暴露了把理想社会放在过去时代的崇古倾向与执著于古典主义的审美情趣等消极因素。参见“人的自我创造”。


一般世界情况和情境
 （the world circumstances and the situation；der Welt Zustand und die Situation）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一般世界情况指“艺术中有生命的个别人物所借以出现的一般背景”（《美学》第一卷），即一定时代的一般的精神文化背景；情境指一般世界情况特殊化为推动人物行动的具体的客观环境。黑格尔从理念出发论述艺术美，认为理念作为“一些永恒的统治世界”的普遍精神（伦理）力量，首先显现为特定时代的一般世界情况。一般世界情况是主体性格得以实现的“周围世界”和“一般基础”，主要是“心灵现实的世界情况”，“包括教育、科学、宗教乃至于财政、司法、家庭生活以及其他类似现象的‘情况’”（同上书）。但它还不能揭示人物性格的具体定性，需要进一步在具体的矛盾和冲突中“见出情况的特殊性相”，使个别人物显出他们有定性的形象。这种具体的能推动并揭示人物性格的环境与机缘就是情境。情境是艺术内容得以外现的重要推动力，“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的意蕴的那种情境”（同上书）。一般世界情况与情境都是人物性格的活动的外因。人物性格的内因是情致，这是普遍伦理力量向另一个方向，即向个别人物方向具体化的产物。一般世界情况、情境与情致的统一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实现作品的艺术美。参见“情境”、“情致”。


人的自我创造
 （the self-creation of man）　德国黑格尔用语。指人在劳动中创造自身。是黑格尔实践观点的集中体现。早在青年时代，黑格尔就萌发了人在劳动中创造自我的思想。在《伦理体系》中，他区分了动物基于自然欲望的满足而“消灭”（吃掉）对象的“实践”，与人基于理性目的而改造对象、创造新客体的劳动实践，暗示了劳动实践使人成为超越动物的生命。在《实在哲学》中，他对劳动活动与动物活动作了更简赅的区分：劳动，即“纯粹的活动——这是纯粹的中介、运动；欲望的纯粹满足——这是对对象的纯粹消灭”。并认为劳动使人的主体活动变成“普遍的东西”、理性的东西。这是对人在劳动中摆脱动物性而创造自我的天才猜测。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把上述思想理论化。他在“主人与奴隶”一节中描述了人在劳动中生成的过程，指出，人通过劳动而对象化自己，同时又从自己的产品中“再重新发现自己”，“那劳动着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人在劳动中“扬弃了他对于自然的存在的依赖性，而且他用劳动来取消自然的存在”（《精神现象学》）。人通过劳动在改造客观世界“自然存在”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自然存在，使人成为脱离动物的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在《美学》中，黑格尔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应用于艺术本质和起源的探讨。认为，“人是一种能思考的意识”，具有复现自己的劳动实践能力和实践冲动，这种实践冲动和在自己的作品（创造物）中直观自己的需要，贯穿在各种现象里，也包括在艺术作品这种形式的“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或创造自己）”。这是“人的自由理性”的表现，“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人的自我创造”的实践观点成为黑格尔艺术美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其美学思想中辩证法因素的重要体现。参见“环境的人化”。


实体性
 （substantiality；Substantialität）　德国黑格尔用语。即“伦理实体性”。有时又称为“神性”、“普遍性”等，常与“主体性”相对。指某种精神力量或观念的普遍合理性，黑格尔由“伦理实体”概念引出。“伦理实体”指伦理与法的领域中的理念，是一切普遍的、正面的、合理的伦理力量和观念的集合体。黑格尔认为具有实体性的普遍力量与观念“是艺术的伟大的动力”，它们在作品中化为有生气灌注的艺术形象，体现“永恒的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例如家庭，祖国，国家，教会，名誉，友谊，社会地位，价值，而在浪漫传奇的世界里特别是荣誉和爱情等等”（《美学》第一卷）。在黑格尔美学中，实体性是悲剧的中心概念和本质特征，“在悲剧里永恒的实体性因素以和解的方式达到胜利”（《美学》第三卷）。参见“永恒正义的胜利”。


伦理实体性
 　见“实体性”。


主体性
 （subjectivity；Subjektivität）　德国黑格尔用语。常与“实体性”相对。表示“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的（尽管只是形式地）个性”，即一种主体形式上的自由自在性。黑格尔认为，主体性脱离普遍伦理力量和观念的指导、制约，“丧失内容充实的独立自在性和自由”（《美学》第一卷），是一种盲目的随心所欲。在黑格尔美学中，主体性是喜剧的中心概念和本质特征，在喜剧里“无限安稳的主体性却占着优势”，“喜剧人物却单凭自己而且就在自己身上获得解决，从他们的笑声中我们就看到他们富有自信心的主体性的胜利”（《美学》第三卷）。


“这一个”
 （a this one；ein Das）　德国黑格尔用语。指感官感知的具体、确定的对象，在美学上引申为具体、个别的典型形象。最初在《精神现象学》中从认识论角度使用，作为描述意识发生的一个范畴。黑格尔把认识最初阶段获得的“意识”分为感性的确定性、知觉、知性三个小阶段。感性的确定性是认识的起点，是主体对个别对象的一种最直接的感觉，即“意谓”的“这一个”，这时“它对于对象还没有省略掉任何东西，而让对象整个地、完备地呈现在它面前”，这种感性确定实际上只提供“它存在着”。这种“意谓”的殊相的“这一个”不能用“语言说出来”，能用语言说出来的只能是“普遍的东西”（《精神现象学》）。知觉是认识开始进入普遍性的阶段，即要追问“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包含两种存在方式：“这时”和“这里”。“这时”可概括不同时间对象，“这里”可概括不同的空间对象。它是认识活动中共性对个性的否定，使殊相上升到共相。“当我们说出感性的东西时，我们也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东西来说的。我们所说的是：‘这一个’，这就是说，普遍的这一个。”（同上书）知觉的“这一个”既是由许多特质（共相）构成的集合体，又是一种单一体。知觉的“这一个”，“本质上受到感性的东西的制约”，是“有条件”的共相。知性则扬弃知觉“这一个”的感性成分，寻求无条件的“绝对的共相”，以进入对象的内在本质。这些论述的美学意义，在于揭示了“这一个”的两种存在方式及它在感性与知觉阶段从个性走向个性与共性统一的特征，为艺术典型论奠定了哲学基础。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论述人物性格塑造时，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理想的人物性格应是普遍的伦理实体性与特殊的主体性的统一，即达到“完满的个性”。强调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基础上的人物的个性化，赞扬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形象道：“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性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示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美学》第一卷）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上述思想作了充分肯定，指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页）恩格斯所说的“一个‘这个’”，就是《精神现象学》中的“这一个”与《美学》中的“这是一个人”的辩证统一，强调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既是典型，又是明确的个性。


情致
 （pathos；Pathos）　亦译“情志”。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该词来自希腊文[image: ]
 ，原意包含怜悯、情欲等意，黑格尔取其“较高尚较普遍的意义”，用以指“活跃在人心中，使人的心情在最深刻处受到感动的普遍力量”（《美学》第一卷），以个人的情感和意志形式出现的普遍的理性内容，即渗透着理性意蕴的个人的情感和意志。其范围主要是恋爱、名誉、光荣、英雄气质、友谊、母爱、子爱之类的成败所引起的哀乐。在艺术作品中，情致“在一个完满的个性里显现”，“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同上书）。黑格尔认为艺术须感动人，任何题材的作品，包括自然素材，“须放出一种普遍情感的声响”，“须有某一种情致”，“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同上书）。强调“在艺术里感动的应该只是本身真实的情致”（同上书）。


情志
 　德国黑格尔美学用语。即“情致”。


敏感
 （sense；Sinn）　亦译“感觉”。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人在审美时介于感觉与思考之间的一种心理功能。认为在审美时，“对象一般呈现于敏感”。在审美观照中，本质与形象并未分裂，并未形成明确的概念从形象中抽离出来，“只能产生一种概念的朦胧预感”。这种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心理状态就是“敏感”，也就是审美观照和艺术观照的特征。参见“艺术观照”。


整一性
 （entirety and unity）　亦称“整体性”、“有机性”、“完整性”。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用以表述对事物作辩证的有机整体把握。黑格尔在论及自然生命的本质时指出：“生命必须作为一种身体构造的整体，才是实在的”；“这种整体不能显现为一种固定静止的东西，而是要显现为观念化的继续不断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要见出活的灵魂”；“这种整体不是受外因决定和改变的，而是从它本身形成和发展的。”（《美学》第一卷）表述了整一性的多层次丰富内涵：整体大于部分、有机整一、内在矛盾、自己运动、活的生机等。他把这个观点贯彻到对美的本质、自然美和艺术美等许多问题的分析中。认为自然美“要见出生气灌注”，其各部分必须“都融化成为一个整体，因而显现为一个个体，一个把这些特殊部分既作为差异的，又作为协调一致的，而包括在一起的统一体”（同上书），正是这种整一性，才使自然事物显得美。在论艺术理想时指出，艺术美要求灵魂（理念）展开为外在形象，达到灵与形“结合为统一体而且都包含在这统一体里的，所以这展开为外在现实的每一部分都显现出这灵魂，这整体”，理想的本质就在于把外在形象“与灵魂的内在生活结合为一种自由的和谐的整体”（同上书）。黑格尔还把整一性作为一个具有最高级审美价值的评判范畴用来赞扬各类优秀艺术品。他称赞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用“阿喀琉斯的狂怒”“这个主题提供了全诗整一性的中心点”，并“从美和艺术出发”，“把一个情节的完满整体表现出来”（同上书第三卷）。在评论古希腊一些伟大的雕刻艺术作品时指出，它们的“一切部分都各有自己的差异，独特性和优点，但是仍处在不息的流动中，只有靠整体才有生命，才有价值”，正是靠着整体的生气，这些雕刻“形象在每一点上都见出生命”（同上书第三卷）。在论及莎士比亚戏剧塑造人物性格的成就时，黑格尔称赞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是不断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同时又是“首尾融贯一致的，始终忠实了自己和自己的情欲的”这样一种完整统一的形象，认为这标志着对古希腊戏剧静止地刻画人物性格的一种超越（同上书第二卷）。整一性是黑格尔用以评价文艺作品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独创性
 （originality；Originalitä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艺术家的主体性与真正的客观性的统一。是黑格尔用以评价艺术家成就的最高尺度。认为“独创性是和真正的客观性统一的，它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一方面，主体性完全消融在对象的特征中，人们不能在形象中直接看到主体的任何活动，作品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游离于对象之外的仅仅表示艺术家自身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象的特征也熔铸到主体性中，由艺术家对它们进行加工创造，使其无处不渗透着艺术家的主观的思想情绪。这种独创性所要求的主客观统一必须建立在有实体性的理性之上，主客体的特征都应体现出理性内容。只有在受到本身真实的内容（意蕴）的理性灌注生气时，才能见出作品和艺术家的真正的独创性。黑格尔对独创性与“作风”和“风格”作了严格区分。认为作风是“艺术家的个别的因而也是偶然的特点”，它使艺术家“听任他个人的单纯的狭隘的主体性摆布”。真正的独创性排除这种主观任意性。风格“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也指“艺术表现的一些定性和规律”。它缺乏实体性，还不符合艺术的普遍概念。独创性概念是黑格尔在讨论艺术理想时提出的，是艺术理想的一个方面。


生气灌注
 （full of vitality）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用以表述美与人的心灵的联系。在论及自然生命的美时，黑格尔指出，自然生命的美体现在有机体的多方面的性格显现于形象的生气灌注的整体中。“生气灌注”的含义为：（1）主体的自由体现在自然形象中；（2）自然形象的各组成部分在主体性作用下融化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生命整体。黑格尔把这一概念广泛运用于对艺术美的研究，认为艺术作品优于自然物的根本之点在于“靠心灵灌注给它的生气”（《美学》第一卷）；艺术美存在于普遍思想与具体心境和情感、理性内容与感性现象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中。根据这一尺度，黑格尔高度赞扬达到古典美高峰的希腊艺术，特别是雕塑艺术，认为希腊艺术家在创造性的艺术的自由游戏中，用完全由精神灌注而显出生气的人的躯体作为形象塑造的对象，消除单纯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差异，“使外在形体成为美的，彻底塑造过的，受到生气灌注的，在精神上是活的形象”（同上书）。他还用“生气灌注”这一概念称赞了艺术史上许多优秀艺术家的各类作品。


独立自足
 （autonomous and self-sufficient；Selbständigkei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和融合。用以表达适合于艺术生长的一般世界情况的性质。黑格尔认为，单纯普遍性和实体性的东西，处于抽象的与主体性对立的状态时，并无独立自足性；单纯的个别的自由自在的主体性由于游离于普遍的实体性之外，也是片面的、无独立自足性的；“只有在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和交融中才有真正的独立自足性”。“有实体性的普遍性在这种世界情况中，如果要成为独立自足的，就必须本身见出主体性格的形象”（《美学》第一卷）。黑格尔认为，这种有独立自足性的一般世界情况，既不是靠外在法律秩序支配个人行动的社会，也不是主体（个人）不受社会道德拘束，随心所欲地行动的社会，而只能是“有实体性的东西与个人的欲望，冲动和意志的直接的统一”（同上书）的“英雄时代”，如古希腊社会。这种真正的独立自足性是理想艺术得以发展繁盛的最有利条件。


艺术观照
 （artistic contemplation）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对艺术作品的感性知觉和欣赏。其特点是观照对象的个别性、具体性、感性形象性。黑格尔认为，艺术活动是要“把抽象规则所无法支配的那些更丰富的内容和范围更广的个别艺术形象拿到心眼前观照”（《美学》第一卷），但艺术的观照与科学认识不同，它是对对象的个体存在感到兴趣，而“不把它转化为普遍的思想和概念”。在艺术观照中，主体所参与的只是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三种感觉的快感并不起于艺术的美，它们与艺术欣赏无关。艺术观照不仅是主体对作品的感性把握，也是一种理性的把握，它还诉之于或“基本上是诉之于心灵的”，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感性与理性结合的一种感知，参见“敏感”条。


艺术理想
 （ideal of art；Ideal der Kuns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一书中提出。指“最高的艺术”，即内容和形式完全契合无间的艺术。黑格尔把艺术看作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和发展的一个阶段，认为艺术的目的和任务在于使理念显现或实现。哲学逻辑中的一般的理念虽然是绝对真实，但它只有普遍性，还没有化为具体的对象性的真实。作为艺术美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个别的现实，也是现实的一种个别表现，它“就是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这种理念就是理想”（《美学》第一卷）。具体的理念显现于完全适合的具体对象，完全实现了“理念的感性显现”，就达到了艺术理想。黑格尔认为，并不是任何一个理念取得表现形式之后都能成为艺术理想。艺术理想所表现的理念应具有深刻的、内在的真实，应是普遍的、绝对的、明确的。艺术理想的本质在于“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使外在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同上书）。这种还原不是回到抽象思考的极端，而是停留在心灵与现象的中途点上使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外物与心灵结合为自由和谐的整体，显出“和悦和静穆的气象”。黑格尔认为在艺术理想发展过程中，理念与形象从分裂到统一再到新的分裂的关系，在历史上分别代表着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三种艺术的历史类型，即艺术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古典型艺术代表着艺术理想。艺术理想在历史上的实现就是古希腊艺术，其特点在于外物与心灵完全契合，处处反映出和悦静穆。所以真正的艺术理想仅存在于古典型的古希腊艺术中。


冲突
 （conflict；Konflik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对本来和谐状态的一种破坏和否定。黑格尔认为，作为理念的普遍伦理力量本身是抽象、浑整、统一的，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情境和个别人物时，它才“得到定性”；在这种由普遍到特殊的具体化过程中，普遍力量“现出本质上的差异面，而且与另一面相对立，因而导致冲突”，推动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发展，经过否定之否定，达到冲突的解决而重趋和谐统一。冲突“包含着一种动作的开端和前提”，是促使人物“动作的原因”，也是揭示人物性格的根据。黑格尔把冲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如自然带来的疾病、罪孽与灾祸。第二类是由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心灵冲突，如自然的家庭出身为基础的权力冲突，阶级关系与个人命运的冲突，天生情欲（野心、忌妒、贪婪之类）造成的冲突等。这两类冲突精神性、心灵性还不够。理想的冲突是第三类冲突，即“由心灵性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冲突是实现艺术美的手段，提出悲剧是表现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的戏剧样式。黑格尔之后，冲突被普遍认为是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戏剧冲突成为剧艺一个专有名词。参见“永恒正义的胜利”。


永恒正义的胜利
 （victory of eternal justice）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是他悲剧理论的重要范畴。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本质是伦理实体的分裂与和解。统一浑整的伦理实体因其包含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内在矛盾，必然分裂为人世间具体的代表各种伦理关系和力量的个别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陷入罪过和不正义，最终又必然以个别人物的毁灭为代价，扬弃个别人物的片面性，吸收融合他们所代表的普遍、合理因素，达到伦理实体在新的基础上的重新统一与和解，这就是永恒正义的胜利。参见“冲突”。


象征型艺术
 （symbolic art；simbolische Kuns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人类早期的，理念与形象相分裂，形象压倒理念的一种艺术类型。是黑格尔提出的艺术的三种历史类型之一。黑格尔以理念和它的表现（即形象）完全符合为艺术理想。认为在艺术理想的发展过程中，理念和形象两个因素会有三种关系：形象压倒理念，理念与形象完全符合，理念压倒形象。由此形成分别出现在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三种不同艺术类型。形象压倒理念便产生象征型艺术。认为理念在其开始阶段，自身是不确定的、抽象的、片面的，缺乏艺术理想所要求的具体性，不能产生出一种合适的表现形式，只能在自身之外的自然事物和人类事迹中去寻找表现方式，把自己束缚在外在于自身的感性材料上，表现出对形式的挣扎和希求。这时的“理念对形象的关系就只涉及某一个抽象属性”（《美学》第一卷），即以外界的某种具体事物当做标记或符号来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如狮子象征刚强，狐狸象征狡猾，圆形象征永恒，三角形象征神的三位一体等。在象征型艺术中，理念和表现形式都不确定，具有暧昧、模糊的特点和神秘色彩、崇高风格。黑格尔认为象征型艺术是艺术的最初阶段，是艺术前的艺术，其代表是古代东方艺术。它按照历史的发展，又可分为三种：（1）不自觉的象征。是最早出现的象征，这种象征对自己所象征的事物与所象征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还缺乏自觉的意识，精神意蕴和外在物质形式还没有清楚地分开。这种象征又有意蕴与形式的直接统一（如古代波斯拜火教把光即当做神）、幻想的象征方式（如古代印度把牛、猴、蛇都当做神崇拜，在幻想中给它们以神性）和真正的象征方式（如古代埃及金字塔的尖顶象征日光，塔内庞大的结构、曲折的道路象征人生的奥秘）三个发展阶段。（2）崇高的象征。这时意蕴和形式初次有了明确的区分。它试图用有限形式表现无限，由此产生积极的关系（把现象当成神的创造，通过现象来证明神的无限）和消极的关系（用现象的渺小来证明神的伟大，从而在现象的渺小中象征了神的无限）。（3）自觉的象征。这种象征意识到理念与形式不是一个东西，互相外在，只把形式当成理念的装饰，如寓言、讽喻、故事等。象征型艺术有两个缺陷：理念不明确；内容与形式互相外在。它必然解体而发展为古典型艺术。


古典型艺术
 （classical art；klassische Kuns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理念与形象水乳交融、高度统一，完美地体现了艺术理想的一种艺术类型，是黑格尔提出的艺术的三种艺术历史类型之一。黑格尔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思想出发，以理念与形象的完全符合为艺术理想。认为在艺术理想的发展过程中，理念与形象完全相符便产生古典型艺术。这种理念与形象的符合不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外在的协调，也不是随便一种内容与形式的一致，而是“符合精神概念的精神与自然的同一”（《美学》第二卷）。古典型艺术中的内容不再是象征型艺术中那种不明确的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的理念，是具体的心灵性的东西。只有本身就具有心灵特点，就包含着心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灵的产物，因而“本身就已符合自在自为心灵的那些事物”（《美学》第一卷），才能真正与理念完全符合。这样的事物就是人的形象。人的形象是“理念——作为心灵性东西，亦即作为个别的确定的心灵性——在显现为有时间性的现象时即须具有的形象”，是“心灵特有的身体”。古典型艺术总是用人体形象来表现观念性的思想内容。黑格尔认为古希腊艺术是古典型艺术的典范，它内容明确，形式稳定，技巧完美，是古典型理想的完全实现，也是整个艺术理想的完全实现。但由于古典艺术还有物质外壳束缚着精神，不能满足理念或精神抛开物质，通过抽象思维直接认识自己的压倒一切的欲望和要求，便在精神挣脱束缚，溢出和超越形式的过程中解体而发展为浪漫型艺术。


浪漫型艺术
 （romantic art；romantische Kuns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理念超越形象、精神压倒物质、强烈表现了人的主观精神的一种艺术类型。是黑格尔提出的艺术的三种历史类型之一。黑格尔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思想出发，以理念与形象的完全符合为艺术理想。认为在艺术理想的发展过程中，理念压倒形象，便产生浪漫型艺术。这种艺术的基本特点是“绝对的主观性”和“绝对的内在性”，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古典型艺术的内容是自在的理念，浪漫型艺术的内容则是自为的理念，即自觉的、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理念。其中的美也是“精神的美，即自在自为的内心世界作为本身无限的精神的主体性的美”（《美学》第二卷）。精神从物质退出后，它的对立面已不再是物质而是自身，是灵魂的自我分裂。内心的矛盾、痛苦、罪恶和丑都成为浪漫型艺术的对象，表现这种内容的媒介不再是人体形象，而是有自我意识的内心生活。它所使用的表现内容的外在对象，被看作是非本质的、容易消逝的东西。在浪漫型艺术里，理念与形象产生了不同于象征型艺术的新的分裂，象征型艺术是理念的缺陷引起形象的缺陷，浪漫型艺术中理念自身是完善的，并且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完善不可能为任何一个有限对象所容纳，理念才重新同形象分裂，从外在形式中退出。黑格尔认为浪漫型艺术本身在历史上也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主要描写赎罪史，即基督的生、死、复活。第二阶段是骑士精神，描写骑士的荣誉、爱情、忠诚、勇敢和职责。第三阶段是文艺复兴后的艺术，描写个人的独立性和环境的偶然性的矛盾。浪漫型艺术发展到第三阶段，就因它否定了艺术的概念而导致整个艺术的解体，使精神进入哲学这一更高的境界。


英雄时代
 （heroic age；Heroenzei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上古最适合于艺术理想实现的社会阶段。与“散文气味的时代”相对。历史上把《荷马史诗》所描写的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古希腊称为英雄时代，这是神话和史诗繁荣的时期。黑格尔用这一概念说明艺术理想实现的社会、时代条件。认为艺术理想作为理念和形象的内在统一，“需要一种周围世界作为它达到实现的一般基础”（《美学》第一卷），这就是时代。理想的根本特性是独立自足性。艺术理想所要求的独立自足性只能表现于从内心到外表都是完整、和谐、自由、坚强的人，这就是英雄。英雄集普遍性（道德、正义）与个性于一身，是真正独立自足的人。这种英雄只能出现于没有国家政权、没有法律秩序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道德和正义完全依存于个人，靠个人来实现，而个人意志的实现也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要求，道德和个性成为一体。这种造就独立自足的英雄的时代就是英雄时代。上古希腊出现过许多这类英雄，如阿喀琉斯、阿加曼侬、俄瑞斯特、赫克里斯等，古希腊就是英雄时代。在英雄时代，个体虽有英雄性格，但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与他所属的社会融为一体，个人肩负着社会乃至历史的责任。英雄时代是艺术生长最理想的“一般世界情况”，它产生了最符合理想的古典型艺术。


散文气味的时代
 （prosaic age；prosaische Zeit）　德国黑格尔用语。在《美学》中提出。指一种不利于艺术发展的、枯燥乏味的社会状况，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英雄时代”相对。散文气味是一种与诗意相对立的意识或情感，其基本特征是把精神和形象、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割裂后，再由理智（抽象思维）把它们联系起来。它“按照外在有限世界的关系去看待”（《美学》第三卷）世界，只把事物当做孤立的现象，缺乏自由的统一和灵魂，不能深入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不能完整地把握事物。在散文气味的时代中，人被固定在社会关系的链条上，处处受到限制，劳动失去了创造性，变成了异化的劳动，劳动产品不再归劳动者所有，成了与他对立的东西，人只是为需要而工作，感受不到劳动的创造性的喜悦。人失去独立自足性，不再是完整、和谐、自由、强有力的人。这样的人缺乏高尚的情操和理想，不能充分地体现有实体性的伦理观念（绝对精神）。散文气味的时代不再有英雄性格，现代的法官和君主之类也不能作为理想的体现者而成为艺术作品的主人公。黑格尔认为这种“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美学》第一卷）。


人的对象化
 （objectification of human being；Vergegenstandlichung der Menschen）　德国费尔巴哈用语。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批判宗教迷信、探讨宗教的本质时提出。指对象与人的本质力量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人的内在本质在外在对象上凸现出来。他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上帝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人在幻想中把自己的本质构造为一个外在对象。提出人的本质的一般的（非宗教的）对象化应该是人的理性本质（想象、表象、见解、意志和心等）与人的感性本质（欲望、爱、情感等）通过外在对象实现出来。对象化就是理性的对象是理性，感性的对象是感性。对象不论性质如何，与人的关系和距离如何，只要成为人的理性或感性的对象，就能反映或表现人的本质。日、月、星辰离人遥远，但被人看见后便成为人的对象，成为人的本质的一个证据。由此出发费尔巴哈把对象化的思想同美和审美联系起来。认为人是无限的、自由的，他的对象所显示的性质也是无限的、自由的，当他在对象上直观到自己的这些本质时，便会产生激动和愉悦。如人观看星空中的光线，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本质，看到了自己的本源。星空是审美对象，其性质正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费尔巴哈由此提出了“音乐是感情的独白”，人们在音乐中听到的是自己的心声。费尔巴哈的这些美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很大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人的对象化”作了改造和发挥，并同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劳动、人的自我异化等概念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高对象
 （highest object；der höchste Gegenstand）　德国费尔巴哈用语。在《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问题》中提出。指作为艺术的内容和享用者的人。用以批判基督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分裂人的灵魂和肉体、理性和感性的思想。黑格尔、谢林等人认为显现理性精神的艺术只有有教养的先生、道学家和美学家才能享受，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因缺乏教养而无法理解绝对的理性，没有精神要求，也没有审美感和艺术需要。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任何普通人都具有审美感，艺术的至高对象不是彼岸世界，而是现实世界的人，“整个的人，从头顶到脚跟”（《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问题》）。至高对象既指艺术的描绘对象，又指艺术的服务对象。艺术与最平常的需要有密切联系，房子、酒杯、纪念碑和灵庙都是给人享用的艺术品。“艺术是宣扬尘世享乐的，是感性的”（同上），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人的感性需要，它的描写对象是感性的人。作为艺术品，维纳斯也不是彼岸世界的灵物，而是肉体的人，人们是把她当作一个美女来欣赏的。艺术的目的完全是并且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艺术需要，人才是艺术的至高对象。在现实中，人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物质需要之后才能得到艺术上的满足，才能真正成为艺术的至高对象。“在腹中饥饿或充塞着人胃所不容的食物时，怎能再理会到美学上的和道德上的感情呢？”（同上）这一人本主义观点，在青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得到了改造和进一步的发挥。


感情独白
 （monologue of feeling；Monolog des Gefühl）　费尔巴哈用语。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用以解释艺术美的本质。认为，“理性的对象就是对象化的理性，感情的对象就是对象化的感情”（《基督教的本质》）。音乐及其他一切艺术作为感情的对象，实质上就是对象化的感情，从这一点上说，“音乐是感情的一种独白”。


倾向
 （tendency）　俄国别林斯基用语。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提出，后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加以阐述。指现实诗歌中包含的情感和思想的主要特点。别林斯基认为诗歌应表现出一种倾向，其内容为：忠实于现实；复制、再现复杂多彩的生活；揭示生活本身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认为：“倾向本身应该不只存在于作者的头脑里，而是要存在于他的心腔和血液里，它首先应该是一种情感，一种本能，然后也许才是一种自觉的思想。”（《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作品的“倾向”应该是“时代精神”或现实社会生活对艺术家教育的结果，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倾向与艺术的关系是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倾向须有才能的支持，不然便毫无艺术感染力。别林斯基的这一观点开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


熟悉的陌生人
 （familiar stranger）　俄国别林斯基用语。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提出。指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形象。别林斯基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作家所描绘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是“熟悉的陌生人”。“似曾相识的”，是指现实基础，代表性；“不相识者”，指独特的艺术创造。指出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都包括两个方面：一般的与人类的，特殊的与个人的。他就像“一件剪裁得十分奇妙，一千个人穿来都合身的长袍”，又具有“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独创性。


时代精神
 （spirit of the time）　俄国别林斯基用语。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提出。指文艺必须包含的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想内容和倾向。别林斯基认为诗可分为“现实的诗”和“理想的诗”，当理想的诗歌和感情一致，现实的诗歌和表现的生活一致时，两者不分轩轾。但“现实的诗”是作为积极的时代精神而产生的，它是一种“时代的诗”，“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诗人只有把自己的幸福和痛苦植根于社会土壤之中，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其作品才能表现强烈的时代精神。


无意识性
 （unconsciousness）　俄国别林斯基用语。在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提出并加以论述。指艺术创作中的不自觉性。别林斯基认为，诗的具体形象之中体现着理念，但诗人在作诗时从不有意识地去发挥这个理念，呈现于诗人面前的是本身暗含着理念的形象，他们本身见不到理念，但在创作中，无意识地使理念直接显现于感性形象。后别林斯基否定了这思想，在1841年写作的《论艺术的概念》中指出，“现象的直接性是艺术的基本规律和必不可少的条件”，“无意识性却不但不是艺术所必有的特性，而且对艺术是有害的，会降低艺术”。指出艺术观照的直接性与无意识性的区别，否定了文艺创作的“无意识性”。


生活的教科书
 （textbook of life）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用语。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一书中提出。指艺术的社会作用。具体指艺术所具有的三大社会作用：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和对生活作出判断。再现生活指艺术作为生活的替代品能再现现实中的一切；说明生活指艺术能说明生活本身所不能说明的现象，提出或解决生活中所产生的问题，使人更好地理解生活；对生活作出判断指艺术“有充分的可能去表现一定的思想”，能成为人的一种道德活动，推动人们改造生活。这一术语既肯定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也肯定艺术家在说明生活和对生活下判断时所必须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学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


伟大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用语。用来解释“崇高”的俗称。参见“崇高”。


生命意志
 （life-will；Wille zum Leben）　又译“生存意志”或“生活意志”。德国叔本华用语。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中提出。指支配人的一切行为的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力。生命包括维持生存和繁衍后代。叔本华认为世界由意志派生，意志是一种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和对生命的欲求，它作为世界的内在涵蕴和本质，是自在之物，是永恒不灭的，一切生命世界都是反映意志的镜子。生命意志客体化为理念，整个世界就是不同等级的理念的展开和显现。生命意志是叔本华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其哲学美学思想的基础。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理念即生命意志直接而恰如其分的客体性。艺术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以观审方式去掌握化作永恒理念的生命意志。


纯粹主体
 （pure subject；reine Subjekt）　德国叔本华用语。与“纯粹客体”相对。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一书中提出。指摆脱了意志的束缚和理性的根据律、不涉及利害，没有主观性的认识主体。叔本华认为能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主体是世界的支柱、一切现象的前提。但作为个体而出现的认识主体是有欲求的、不纯粹的，它只认识个别事物，服从理性根据律。认识主体只有在摆脱欲求和为意志服务的奴役状态，不关利害，没有主观性，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时，才能忘记个体存在的自我，上升为超乎时间的、在一切相对关系之外的、不带意志的纯粹主体。纯粹主体不仅使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且使表象世界成为纯粹客体。人在此时进入了美感观审中，领受到审美的快感，宁静地观赏和把握着对象中与任何关系不相涉的理念。优美是纯粹主体无须斗争就把意志推出意识之外所感受到的美；而壮美则是纯粹主体经过强力斗争后才摆脱意志的束缚所感受到的美。叔本华用纯粹主体与有欲求的主体相对来解释审美观照、美感、优美和壮美，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审美态度的重要特点，但它片面地排除了理性认识和功利的因素。


纯粹客体
 （pure object；reine Objekt）　德国叔本华用语。与“纯粹主体”相对。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一书中提出。指纯粹主体所认识的上升为理念的客体。纯粹客体没有时间和空间，能认识的个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对于它都没有意义。纯粹客体的美学意义是将我们引向理念本身，使我们作为纯粹主体去观照它，从而领会到理念最内在的本质，体验到对象的美，并激起美感。纯粹客体的提出对以后审美客体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观审
 （contemplation；Kontemplation）　又译“观照”。德国叔本华用语。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中提出。指对对象的一种非理性的纯然直觉的观照和认识方式。叔本华认为，认识方式有理性和纯感性两种，前者是概念，后者是直接认识和悟性的领会。当人们不再按照根据律诸形态的线索去追究事物的相互关系，不再用何处、何时、何以、何用等理性的概念来进行抽象的理性思维，而把人的全部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浸沉于直观，并使全部意识宁静地观照恰在眼前的对象，即使自己自失于对象之中时，这种纯直觉的认识便是观审。在观审中，直观者成为纯粹主体，和直观对象合而为一，整个意识为完全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无任何概念活动。认识所把握的不只是个别事物，而是直接把握到理念，这种对理念的认识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艺术是对纯粹观审所掌握的永恒理念的复制。叔本华论及了观审与认知的不同，对深入研究审美认识和美感特征有一定启发，但它片面地排除了理性的作用。


解脱
 （emancipation；Erlösung）　德国叔本华用语。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中提出。指用克制欲求的方式来摆脱人生永恒的痛苦。叔本华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永远得不到满足，因而人生充满痛苦。要从这种痛苦中摆脱出来，就须自动克制欲求，根本否定生活意志，达到真正无所为和完全无意志的解脱状态。解脱的具体方式有三：（1）禁欲，摒弃一切欲望；（2）苦行、忏悔，忍受痛苦，导致清心寡欲；（3）死亡寂灭，这是生命意志及其现象的同归于尽。艺术的观赏也是一种暂时解脱的途径，人在艺术观赏中忘却自己和世界，使人如入梦境，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形成怡悦的美感，暂时摆脱意志的控制。


狄奥尼索斯精神
 （the Dionysian spirit；der Dionysische Geist）　德国尼采用语。在《悲剧的诞生》（1871）中提出。指在狂醉中忘却生命痛苦、人与自然相交融的酒神精神。认为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希腊艺术的两位守护神之一。酒神代表的是一个醉狂世界，使人沉酣人生，狂歌醉舞，在酩酊大醉中感到生命的欢悦，忘却生命的痛苦，与世界融为一体。酒神的本质是使主观消失在完全的自我忘却中。在酒神的陶醉下，人与人重新团结，被疏远的大自然与人重新和解。它使音乐和舞蹈得以产生，成为音乐和舞蹈之神。它与阿波罗精神不断冲突、调和产生希腊悲剧；并在悲剧中占主导地位。


酒神精神
 　即“狄奥尼索斯精神”。


日神精神
 　即“阿波罗精神”。


阿波罗精神
 （the Apollonian spirit；der Apollinischen Geist）　德国尼采用语。在《悲剧的诞生》（1871）中提出。指把世界当作美丽梦幻来欣赏的日神精神。尼采认为艺术的连续发展与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分不开。日神阿波罗是希腊艺术的两位守护神之一。日神代表的是一个梦幻世界，她的美丽形象只在梦中出现于人们灵魂面前，使人把世界当作梦境欣赏，梦幻世界的美丽面貌成了一切造型艺术的先决条件，使造型艺术得以产生。日神是造型能力和预言之神。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断冲突、调和产生希腊悲剧。


形而上的慰藉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metaphysischen Trost）　德国尼采用语。指悲剧具有“激发、净化、释放全民族生机的伟大力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希腊悲剧是在象征生命本体的酒神精神与体现现象个体的日神精神的对立中产生的，悲剧的酒神本质实际上也就是悲剧的根本功能，就是激发与太一的统一感，达到对生命意志的肯定，从而获得由悲剧性所生的形而上快感。认为现实人生是痛苦的，但悲剧艺术不导致否定生命与人生，而是达到一种对人生形而上“美化”的目的，这种“美化”不是对道德领域与现象世界的“美化”，而是在生命本体世界意义上的“美化”。据此，提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体的形而上活动，强调了悲剧乃至全部艺术肯定生命和人生的美学功能。


丑的美学
 （aesthetics of ugliness；Ästhetik des Hässlichen）　德国卢森克兰茨用语。指丑的美学范畴。他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出发点，在与美的关系和矛盾对立中来规定丑，认为丑本身是美的否定，但又包含着与美相同的某些因素，二者是相互转化的。他分析了自然丑、精神丑和艺术丑，并对丑的一些大的种和亚种进行了分析，认为艺术中必然要接纳丑，艺术的丑并不反对美，丑的东西在艺术中出现时，不可加以美化，但又必须使之服从美的一般法则，突出它富于特征的、本质的轮廓。


自上而下
 （from top to bottom；von oben nach unten）　德国费希纳用语。同“自下而上”的实验美学方向相对。在《美学导论》（1876）中提出。指从最一般的抽象概念出发推导和论证具体特殊的艺术和审美实例的传统哲学的研究路线。费希纳认为传统思辨哲学从理念或某个最高观念出发，建立个人理想的体系框架，然后把具体的审美经验纳入这个先验框架中。这种“从上而下”的研究方向往往不符合具体的艺术和审美实践。提出采用“自下而上”的实验美学路线，把美学从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


自下而上
 （from bottom to top；von unten nach oben）　德国费希纳美学用语。与传统哲学“从上而下”的研究路线相对。在《美学导论》（1876）中提出。指通过实验、观察等途径，从艺术和审美实例中归纳和概括出一般的美学原则这样一种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实证的研究方向。费希纳认为“自上而下”的传统方法不适合美学研究，主张用对具体的审美经验进行观察和比较，然后形成某些假设来解释审美经验，并通过更多更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来验证这些假设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来取代。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标志着美学史上的重大转折，为现代西方美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反传统的新路。


移情作用
 （empathy；Einfühlung）　移情说美学核心概念。指主体在观察外界事物时，将情感移置于对象之中，使对象仿佛也具有感觉、情绪、意志、思想和活力这样一种心理活动。主体在移情中也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与共鸣。移情作用是外射作用（projection）的一种。外射作用是把主体的知觉或情感外射到事物上去，使之变为事物的知觉或情感。移情作用与一般外射作用的区别在于：后者物我不必同一，前者则必须物我同一；后者是由我及物，前者则不但由我及物，有时也由物及我。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已把移情作用解释为一种隐喻。英国经验派美学家普遍注意到移情作用，哈奇生用“类似联想”加以解释；休谟和博克则用“同情”加以解释。意大利的维柯则把移情作用看作是一种形象思维。在德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美学的许多美学家都对移情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里描绘他对《拉奥孔》等古代雕像的亲身感受时，就经常涉及移情现象；康德在分析“崇高”时，把移情现象称为“偷换”，通过“偷换”，人把崇高移到自然事物上去，他提出的“美是道德精神的象征”这个命题亦与移情现象有密切联系；赫尔德进一步强调精神与自然的统一，把美看作生命和人格在艺术作品和自然事物中的表现；黑格尔也用主客体契合无间的移情现象来解释自然美。在黑格尔以后，对移情作用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洛采指出移情作用主要建立在观念多样化的联想或回忆之上。F.费希尔则把移情作用称为“审美的象征作用”，指出这就是“对象的人化”。其子R.费希尔从“审美的象征作用”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在他的《视觉的形式感》（1873）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移情作用”这个词。里普斯则把移情作用当作他的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详细地界定了移情作用的特征。站在移情说立场上的美学家如浮龙·李、里普斯、伏尔盖特、巴希等都对移情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对移情作用的日益深入的研究，对于揭示文艺创作和审美欣赏中的心理过程和特征，对于西方美学走向实证的、心理学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不否认移情作用，认为它是审美中的普遍心理现象，它不是美的最终根源，而是属于审美范畴，体现了人在审美中的能动性。它须以对象客观具备的某种审美特性同人的思想、情感相互契合为客观前提，只有当对象与主体客观具备同形同构关系时才能发生。它以人的情感需要、创造欲望为动力，以主体特定的情绪状态以及联想力、想象力、判断力、创造力为主观条件。人的情感有弥散性，人在审美中观察对象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扩散到对象，灌注、移置到特定事物中去，将原来有生命的事物灌注进自己的情感，或将原来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东西看成有生命、有情感的东西，仿佛它们也有了与自己相通的思想、情感，或使对象体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从而使主客体统一起来，产生同情和共鸣，增强审美感受。所谓“登山情满于山，观海意溢于海”，“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即移情的结果和表现。移情是客体对象的拟人化、主体化、情境化，又是主体情感的物质化、外在化、客体化，体现了人在审美中的创造性。


审美的象征作用
 （aesthetic function of symbol）　德国F.费希尔用语。在其晚期著作《论象征》和《批评论丛》中提出。是揭示审美移情现象的一个基本概念。象征作用指把对象加以人化。费希尔指出：“这种对每一个对象的人化可以采取很多的不同方式，要看对象是属于自然界无意识的东西，属于人类，还是属于无生命或有生命的自然。通常提到的紧密的象征作用，人把他自己外射到或感入到（fühlt sich hinein）自然界事物里去，艺术家或诗人则把我们外射到或感入到（fühlt uns hinein）自然界事物里去。”（《批评论丛》）认为象征作用有三组，第一组是神话和通俗宗教的象征作用，其发生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把象征物与所象征的观念看作是同一的；第三组是寓言和日常生活的象征作用，是有意识地、自觉选择的，象征物与所象征的观念有某种相近之处；第二组是审美的象征作用，是介于自觉与不自觉、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中间段，它赋予对象以人的灵魂、感情，灌注生命于无生命的事物。“外射”或“感入”与联想不同，它是把某种感情移入对象，使对象具有人的特征，从而能够成为人类生命和人格的象征。这种关于审美的象征作用的看法是对于黑格尔的象征艺术说的发挥。罗伯特·费希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移情作用”这个概念。


空间形式
 （spatial form；räumliche Form）　德国里普斯用语。在《空间美学》（1897）中首次提出。指主体在对对象发生“审美的同情”时对象在空间上的纯意象和形式的特征。认为在审美移情作用发生时，主体情感、意志等所外射到的对象并不是物质对象本身，而是由线、面、形等所构成的物质对象的空间意象即形式。由于渗透到这一空间对象中的是审美的同情感，这一空间对象的形式才能使审美主体感到愉悦。但几何空间并不都是审美空间，只有通过审美主体的感情和意识等的投射，构成形式，成为充满力量和有生命的空间，才成为审美的空间。


自我价值感
 （sense of self-worth；Selbstgefühl）　德国里普斯用语。在《论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1903）中提出，后又在《再论移情作用》和《论喜剧与幽默感》等著作中反复使用。指通过审美的移情而获得的美感。认为在审美的移情中，类似联想起着重要作用。审美主体在观照审美对象时，在心中会引起“力量”、“活动”、“挣扎”之类的抽象的情感，它作为“人格”或“自我”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审美活动中起作用。在审美活动中，使主体感到愉悦的并不是审美对象本身，而是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同情。例如，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主体感到愉悦的并不是浮士德的绝望，而是主体对于这种绝望的同情。只有能引起同情共鸣的对象才能引起审美移情现象。一切审美欣赏（包括艺术欣赏）都是对于一种具有伦理价值的东西的欣赏。在审美活动中获得自我价值感是对主体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对美与善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的肯定。


使情成体
 （feeling embodied in an object）　英国鲍桑葵表现主义美学思想的一种概括说法。指美赋予情感以形式和形象或使情感表现为形式或形象。鲍桑葵把审美态度概括为“体现在‘形式’上的情感”。这种“形式”不仅指事物的轮廓与形状，而是使任何事物成为事物的那样一套层次、变化和关系，由此，形式成了对象的生命、灵魂和方向，与实质无法分离。他认为审美态度就是要通过想象来使情感寻找到、附着于这样一种可能的形式之上，从而得到表现。审美态度必然带有想象性质，当想象摆脱为理论真理服务的束缚而为审美情感服务时，想象的世界就是在创造情感的体现，就是在表现情感或者为情感找到表现的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获得存在。这种因情感的需要而通过想象重新模铸出来的表象和形式是活的外在世界，是人们在充沛的想象经验中重新生活的世界。鲍桑葵不同意克罗齐表现说否定物质媒介传达作用的观点，认为情感的体现不可缺少体现的物质媒介，艺术美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实现“使情成体”，是情感与物质媒介所形成的形式的融合。


一般艺术学
 （general artistic science；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德国德苏瓦尔用语。指艺术学。认为美学与艺术学各自涉及的范畴和经验是有区别的，主张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研究审美趣味、审美经验、审美直觉，是纯粹的科学；后者研究艺术作品的起源、本质、形式、创作等，是应用科学。认为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品需要审美判断，美学和艺术的系统理论不能完全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若为艺术理论提供自由运动，那就必须打破连接，必须松弛那种紧密的联合”。而一般艺术学的“责任是在一切方面为伟大的艺术活动作出公正的评判”，“考察和研究各种艺术的客观要素”。由此确立了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性质。


生命冲动
 （vital impulse；l'elan vital）　又译“生命之流”。法国柏格森用语。在《创造进化论》（1907）一书中提出。指一种作为宇宙本源的脱离人脑物质存在的非理性心理体验和活动。认为生命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存在，它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基础和动力；事物的运动、变化即是生命的运动、变化；除了生命运动没有其他的存在，生命冲动创造一切。生命冲动是心理的东西，可分为两种：向上喷发的自然运动，产生一切生命形式；向下坠落的逆转运动，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生命的冲动是盲目的、偶然的，取决于主体的意志和欲望。生命的冲动，实为意志的冲动。艺术则是通过一种共鸣而纳入这生命的冲动之中，再现了生命的冲动。“生命的冲动”这一概念是柏格森提出直觉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


无意识
 （unconscious；Unbewusste）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指潜伏在人的意识之下的、有活性但因受压抑而未进入意识的观念。广义的无意识包括真正的无意识和一定条件下能进入意识的前意识。前者指永远进入不了意识的心理活力，后者指虽暂时潜伏但能变成意识的心理活力。认为每一种心理行为在开始时都是无意识的，只是在拒绝进入意识的心理过程出现后，才把排斥在意识之外的称为无意识本身，把能被意识所接受的称为前意识。认为无意识代表着人的欲望、冲动、动机和感情，是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真正内驱力。无意识与梦关系密切，白天心理活动中某些保持活性的、被压抑的无意识在睡梦中能得以复活，以梦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而梦的化装是对不道德的无意识欲望冲动施行检查的结果。弗洛伊德希望通过无意识这一概念找到人格中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还不为人知的那些决定力，瑞士荣格将其发展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此概念常被用于分析艺术和审美问题。


前意识
 （preconsciousness；Vorbewusste）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指暂时潜伏但能变成意识的心理活力。前意识与词表象有关，词表象是记忆的残余，它们一度是知觉，正如记忆残余，还会再度变成意识。前意识与记忆的残余相毗邻，自我是由领悟到前意识而开始的。参见“无意识”。


情结
 （complex；Komplex）　亦称“情意综”。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指在无意识中虽被意识压抑仍不断执著地活动的本能欲望。用来描述一种很复杂而牢固的潜在情绪。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欲本能活动因受到道德、良心等的压抑无法满足，从意识领域被排挤到无意识领域，在那里聚集形成“情结”。“情结”分为出自男性的“恋母情结”和出自女性的“恋父情结”两种。弗洛伊德依据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分别称为“俄狄甫斯情结”和“伊底帕斯情结”，如男孩对父亲有一种认同作用，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甚至取而代之，故表现出恋母反父倾向。女孩则反之。恋父、恋母情结经弗洛伊德示范后，被广泛用于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艺批评中。


情意综
 　即“情结”。


压抑
 （repression；Verdrängung）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指拒绝代表无意识中的本能的心理概念进入意识的心理历程。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在很大程度上与无意识联系在一起，压抑的实质在于把代表本能的无意识排斥在意识之外。压抑分为两个阶段：拒绝代表本能的心理概念进入意识，为原始压抑；与被压抑的本能心理派生物相关系，是真正的压抑。当派生物离开被压抑的本能有一定距离，并可以进入意识时，便使一部分本能得到升华。压抑表现为反抗潜意识化为意识的企图，这种压抑所造成的焦点是精神病的起因。精神分析美学认为压抑以及本能以伪装的情感主观地避开压抑，这就是艺术发生的契机，也是现代派艺术的题材之一。


升华
 （sublimation；Sublimierung）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在《文明和它的不满》（1930）中提出。指受压抑的性本能通过哲学、宗教、艺术等其他方式宣泄和表现出来，获得一种社会的、文化方面的替代性的满足。弗洛伊德认为，压抑于无意识中的性本能冲动是极富弹性的，在一个冲动得不到满足时，另一个冲动可以进而代之以达到另一种满足。当性冲动放弃原来的满足目的而采取了一种为社会所允许的新目的时，尽管它在发生上与第一个目的互相关联，但已不再是原来的目的，在性质上已具有社会性。这种心理历程即升华。这种把无意识转移到高级的社会活动上的能力即“升华能力”。升华使性本能冲动转向社会，把性的目的提高到社会性的目的。艺术作品能使人获得一种比较高级的幻想的愉快和象征性的满足，它比性本能平和，意义深远，是升华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是精神分析美学解释艺术创造和欣赏活动的一个重要术语。


力比多
 （libido）　一译“里比多”。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用语。指人的心理器官自觉接受唯乐原则调节、追求快乐的性欲的本能力量。在《性欲三讲》（1905）中提出。这种包含在性欲中的本能力量，将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它是一种原始性的力量，是生命的原动力、内驱力，它的特殊性就是不服从现实及必要性的支配。这种本能力量富于弹性，当一冲动不能满足时，另一冲动可来代替，从而提供另一种满足。弗洛伊德将“力比多”概念应用于艺术和审美问题的分析，认为艺术是一种提供性欲满足的替代品。当性冲动受到自我和道德的压抑而另求发泄的出路时，艺术就成了力比多欲望的多重化装的满足的一种。弗洛伊德后期把生本能和死本能都包括在力比多之中，并将力比多发展为包括从性爱到对祖国之爱的各种各样的爱，从而更直接应用于美学研究。但力比多概念所包含的泛性欲主义存在着很大片面性与局限性，在美学与艺术分析中缺乏普遍意义。


里比多
 　即“力比多”。


本我
 （id；Es）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在《自我与本我》（1923）中提出。指人的原始本能冲动，相当于他早期提出的“无意识”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基础最原始的部分，是从内部决定人的活动的原动力和内驱力。它以性本能为主，与价值和道德善恶无关，按快乐原则活动。“力比多”即被围困在“本我”之中的原始本能的力量。因此一个个体就是一个未知的和无意识的心理的“本我”。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超我”的关系来解释艺术与审美现象，认为艺术是“本我”的一种象征表现。


自我
 （ego；Ich）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在《自我与本我》（1923）中提出。指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心理机制和能量，相当于他早期提出的“前意识”概念。弗洛伊德认为知觉系统是“自我”的核心，“自我”代表着理性与常识，用外部世界的影响对“本我”及其趋向施加压力，担任着控制“本我”的原始冲动的“检查者”的角色，防御过分强烈的本能和欲望。“自我”接受必要性的支配，遵循“唯实原则”，通过参照现实来控制、调节“本我”，使心理活动不越出现实所允许的程度。“自我”依托在“本我”的表层上，它的较低部分并入“本我”，它的发展有赖于“本我”，但又反过来引导、支配着“本我”的发展，当“本我”试图超越“自我”的唯实原则时，“自我”便压抑“本我”，这时“自我”便处在“本我”的对立面。从唯乐原则过渡到唯实原则，是“自我”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它带有道德和美的趋势。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超我”的关系来解释艺术和审美现象，认为艺术是调节“自我”与“本我”的矛盾的一种手段。


超我
 （superego；Über-Ich）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在《自我与本我》（1923）中提出。指“自我”的自觉的高级部分，是“自我”的典范，相当于弗洛伊德早期提出的“意识”概念。他认为“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离本能较远，维系着人的良知、道德等社会因素，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代表着个人发展和种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性。父母和社会用种种教导规范儿童的行为，一部分形成良知，一部分形成儿童的自我理想，两者都是“超我”的内容。从道德的观点来说，“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力求是道德的；“超我”能成为超道德的。“超我”与“自我”和“本我”的关系，成为精神分析美学解释艺术和审美问题的重要内容，当本能受到以“超我”为标志的存在压抑时，本能便转求艺术等其他途径求得满足。


本能
 （instinct；Trieb）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指由躯体内部力量决定着的精神活动方面的一种先天状态，是人体内部的需要和冲动。认为在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组成的人的心理结构中，无意识是人的最本质、最基础的心理活动，为意识活动提供动力。而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即是人的本能和欲望。弗洛伊德早期认为本能是由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组成。自我本能是与保存个体生存相关的如自卫、求食等本能。性本能（“力比多”）是在个体生命一开始便存在的性功能，起初隶属于其他生命功能，经过一个长期复杂的“口腔期”、“肛门期”、“青春期”的发展过程，才独立成为成人的性功能。它是人的一切本能中最基本、最核心的，生殖本能仅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还包括性倒错和儿童性生活。性本能与性欲有关，其作用在于保存种族。在弗洛伊德的晚期著作《性学三论》中发展了本能理论，认为人的性本能与自我本能都是“生的本能”，它寻求快乐和满足，是人生命活动的动力；同时存在与这一本能相对立的“死的本能”，即一种从生命状态回复到先前的无机物状态的本能，是破坏性的攻击本能，表现为攻击性、挑衅性，或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自我惩罚和自我毁灭。


白日梦
 （daydream；Tagtraum）　奥地利弗洛伊德用语。喻指艺术作品。弗洛伊德在运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理解释艺术创造问题时，将作家与白日梦患者，作品与白日梦联系起来。认为儿童的游戏世界与作家想象的世界在非真实性上相似；而儿童长大后，就以幻想来代替游戏，这种幻想即是白日梦。认为艺术作品与白日梦一样是童年的游戏的继续和替代，是作家现实经验唤起童年的经验记忆，这种记忆产生一个愿望，在作品中得以实现；同时，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正是艺术创造所需要的。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艺术家未被满足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但作家与白日梦患者、精神病患者并不是等同的，艺术家能从自己想象力创造的世界里摆脱出来，再度面对和把握现实。


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kollektive Unbewusste）　瑞士荣格用语。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1922）一文中提出。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达到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始的，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它不以明确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从原始时代起通过一些记忆形式逐代传下，积淀在大脑组织的结构之中；它不直接提供固有的思想，只提供产生思想的可能性；它提供各种类型的幻想活动，包含所积淀的人类祖先无数有代表性经验的公式化组合的原型意象。由于它不同于意识，所以不会受压抑，也不会忘却。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沉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它作为题材成型的调节因素而出现，而我们则通过完美的艺术作品推定它的存在。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的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听到或看到人类原始意识的遥远回声或原始意象。“集体无意识”概念能较好说明各民族文艺创作中的“母题”等复杂现象，推动了精神分析美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对当代文艺批评和美学理论的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


原型
 （archetype；Archetyp）　瑞士荣格用语。指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由人的代表性经验构成的原始意象类型。古希腊柏拉图把理念称为原型。荣格认为这种古老的用法正表示出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的意义，即它们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形式。认为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一种人类表象的潜能即“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由人类基本的、普通的经验构成，称为“原型”。它是祖先生命的痕迹或储存物，通过脑组织一代传给一代。原型是普遍的，即每个人均继承着相同的基本原型。原型是各种情结的主要来源之一，并通过情结表现为意识和行为。认为人生有多少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种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深深地镂刻在人们的心理之中，但这种镂刻不是充满内容的意象，而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只代表一种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他用“原型”理论来分析文艺作品，揭示作品的深层意蕴。认为一些艺术形象之所以深刻和伟大，在于它唤醒了这种“原始意象”并完满地表现出来。原型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原理中原型批评方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在原型批评理论中，特指文学作品、梦、神话、礼仪以及其他社会文化行为中内含的某种普遍性和原初性的叙述结构、性格类型或意象模式，在作品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呈现。加拿大N.弗莱的《批评的解剖》通过解释《圣经》中有关四季的神话原型，对传统的批评实践进行了全面的重新估价，标志着这种批评方法从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正式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地。原型批评意图帮助批评家从作品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找出一定的神话原型，以此审察文化发展的轨迹和作品的意义来源。


原始意象
 （primordial image；Urbild）　瑞士荣格用语。对世界作出特定反应的一种先天遗传倾向。所有原始意象的集合构成集体无意识。产生于世世代代以来共同的人类经验。荣格常将原始意象与原型等同。指出“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认为从内容上看，它“可以被设想成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聚。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从形式上看，“它们（原始意象）为日常的、分化了的、被投射到神话中众神形象中去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幅图画”。“原始意象本来是空的，纯形式的，其间别无他物，只是具备了重复可能性的特权而已。”（《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只有当物质性的意识经验真正填充了成为意识的原初形象时，内容才能决定原始意象。因此，原始意象和原型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原始意象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它是整个人类心理的基石。它能激活所有的力量，唤起全部的善良，代表全人类的命运，从而进入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艺术上，艺术家就是在无意识里发掘原始意象，并且精心加工，润色，使之成为不朽的作品。


积淀
 （accumulation；Anhäufung）　瑞士荣格分析心理学用语。指人类祖先普遍经验形成的“原型”通过遗传机制一代一代传递、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过程。1922年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荣格认为人的大脑不是与历史无关的生理器官，而是一个携带了人类过去历史的心理结构，人类祖先的生命痕迹和原始经验通过人脑在心理上积累和沉淀，形成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原型”没有直接的现实性，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可以通过脑组织和久远的记忆而遗传下来，但难以捉摸，只有在完美的艺术形象和伟大的理念中才能被激活，从而使人的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这时的个人，不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代表着一个种族，代表着人类。“积淀”概念是荣格论证“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概念的手段和组成部分，但并无自然科学根据，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述。同“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概念一起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广泛影响。我国美学家李泽厚将这一概念加以改造，提出“积淀”说，认为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人类历史积淀的成果，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与人所创造的物态化的艺术作品相对应，注意分析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历史积淀因素，有助于提高精神文明。


内倾与外倾
 （introversion and extraversion；Introversion und Extraversion）　瑞士荣格用语。指人的两种基本心理类型。认为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制约和影响人的意识活动，是人的一切心理反应的普遍一致的先验形式，也是人的创造潜能的基础。潜能实现的途径有“内倾”与“外倾”两种。“外倾”指人的心理能量投射于外部事物。这种人的特征是开朗随和，易适应既定的环境，并迅速与之达成默契，自信冒险地走入未知。“内倾”指人的心理能量从外部事物返回到主体内部。这种人的特征是优柔寡断、沉默孤独、与世界较少交往，常处于守势和不安全感中。认为一个人的心理类型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存在两种倾向并存或向另一种转化。在人的审美创造活动中，“内倾”与“外倾”两种态度形成了抽象和移情两种审美态度。


客观化的快感
 （pleasure objectified）　美国桑塔亚那用语。对美的本质的界定。在《美感》一书中提出。是他早期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包含以下意思：（1）被客观化的快感是一种审美快感（或美感），美感首先应当是一种快感；美感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愉快，它离肉体的快感最远。（2）审美快感特征既不在于无利害观念，也不在于它的普遍性。人们因出身、性格、趣味、环境等的各类差别，在审美中没有多少一致性。（3）审美快感根本特征在于客观化。美是一种只能存在于人们知觉中的价值，是一种感情因素，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快感的特殊快感。当事物唤起人们快感时，人们很容易将事物与对事物的感知区别开来；美感则不同，在美感中，人们的快感与对象及对象的特性和组织密切结合，其主观根源同知觉的客观根源融为一体，美感成为对象的一种属性。客观化的快感是指人们感知的过程本身是愉快的，感觉因素联合起来投射到所感知的对象上并产生出此对象的形式和本质的概念，人们的快感与此对象密切结合，即快感得到客观化。美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客观化的快感。


有意味的形式
 （significant form）　英国贝尔用语。在《艺术》（1913）一书中提出。“意味”指不同于日常情感体验的一种特殊的、高尚的、排斥有关现实生活的种种考虑的“审美感情”。“有意味的形式”指能引起人们审美情感的、以独特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色彩等形式关系，包括“审美地感人的”、激发审美感情的意味和“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两个方面。认为这种形式既让我们了解实物，又创造了审美感情。它是艺术家主观的审美情感的表现和主观创造，是独立于外部事物的一种新的精神性的现实，不同于对外部事物的复制；它也不同于“美”，美通常是指那些引起过自己某种感情的对象，而“有意味的形式”则可传达创作者的感情。“有意味的形式”是区别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最基本的性质”；审美活动是对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照。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有循环论证的弊病，并把审美感情同社会生活完全割裂开来，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但它对破除传统美学内容形式两分法的简单化倾向、揭示艺术作品的独立自主性有重要启示，在西方发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我国美学家李泽厚对此命题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赋予新的含义，对于美学研究的深化具有积极作用。


两重生活
 （double life）　英国R.弗莱用语。在《论美学》中提出。指现实的生活与想象的生活。认为人能够过现实与想象两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本能、需求占主导，人的全部意识都局限和制约于现实功利的层面。而在想象生活中，人的全部意识可超越本能反应而集中于生活经验的知觉与情感方面。与这两种生活相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形式，前者导致的是有用行为的情感，后者引起以自身为目的、关于形式的情感。艺术是想象生活的一种表现，审美是对想象生活情感的观照。两重生活理论是对康德审美非功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突出了审美情感的特质，缺陷在于将审美情感孤立绝缘化。


情感抽象
 （emotional abstraction；Abstraktion）　德国沃林格用语。在《抽象与移情》一书中针对移情说的不足而提出。认为人的艺术意志包含两种冲动：一为移情，一为抽象，二者在对象、条件、起源、特征上都是对立的。情感抽象的对象偏于无机形式；它的心理条件是外在世界引起的人的巨大不安以及对表象世界的超验倾向；它起源于人对空间的一种极大的心理恐惧，一种面对广阔空间的原始恐惧，它属于人的直觉和本能。在审美中它追求将外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从其变化无常的虚假的偶然性中抽取出来，并用抽象的形式使之永恒，从而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安息之所，获得抽象的美。情感抽象的造型艺术中具体表现为抑制对空间的表现，以平面表现为主；抑制具体物象，赋以几何线形式。


世界感
 （world view；Weltanschauung）　德国沃林格用语。指人们对宇宙和周围世界的基本态度和心理状态，包括对世界的感受、印象、态度等。它能渗透、表现、转化为一个民族的各种精神文化活动，决定着它们的基本面貌。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黑格尔《美学》，不过，黑格尔用的是“世界观”一词，它专指一定时代、民族的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观念、态度和心理状态。后沃林格借用奥地利艺术史家里格尔的“艺术意志”、“世界感”概念来建立自己的艺术本质论。认为在世界感这种心理状态中，人们面对宇宙，面对外在世界的现象，觉察到了自身的存在。世界感左右、支配着人们的各种艺术意志，从而最终决定着人们群体的创造活动。


艺术意志
 （artistic will；Kunstwollen）　德国沃林格用语。在《抽象与移情》一书中提出。指制约艺术现象的最根本的内在要素。认为艺术意志是人的潜在内心要求，来自于人日常应世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即来自于人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世界感。它既能在宗教文化中表现出来，也能在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一旦世界感内在地转化成艺术意志时，它便会在艺术活动中得到外在显现。一个人有怎样的艺术意志，就会去从事怎样的艺术活动。沃林格对艺术现象的所有分析都是立足在“艺术意志”上的。


情感表现
 （emotional expression）　英国科林伍德用语。在《艺术原理》一书中提出。指情感不断显现自身的过程。认为巫术艺术唤起情感，娱乐艺术释放情感，真正的艺术则表现情感。情感的表现是艺术家使自己的情感对观众显得清晰，是对自身情感的不断探测的过程，是艺术的主要功用。艺术的情感表现是个性化的情感表现，是独创性的；在情感的表现中，作家或艺术家在作品完成之前并不知道他所体验的是什么情感，所以不能取舍，因此它并不是暴露情感，它是非选择性的表现；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公众的情感，是能引起社会普遍共鸣的社会性的情感。科林伍德通过情感表现这一术语，阐明了表现主义的艺术本质。


生命形式
 （form of life）　美国苏珊·朗格用语。符号学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在《情感与形式》和《艺术问题》中提出并作系统阐述。朗格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与运动着的生命形式有逻辑上的类似性，作品本身就像生命。说一件作品包含着情感，即指它具有艺术的活力或展现出一种“生命的形式”。作为符号的艺术品只有以情感的形式，即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作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呈现出来，才能激发人们的美感。要呈现生命的形式，艺术品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是一种动力形式；（2）它的结构必须是一种有机的结构；（3）整个结构都是由有节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4）具有随着自身每一特定历史阶段生长活动和消亡活动辩证发展的规律。人类深层的生命情绪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能动性、不可侵犯性、统一性、有机性、节奏性和不断成长性，这也就是生命形式应具有的基本特征。而在艺术创造物中能够找到生命形式的一切特征，艺术就是人的生命形式的表现。


艺术知觉
 （artistic perception）　美国苏珊·朗格用语。在《艺术问题》一书中提出。指发现或把握艺术的能力。认为艺术品是表现人类情感和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而要传达、表现这种情感和生命的形式就需要有艺术知觉。它是一种直觉，一种洞察力或顿悟能力，而不是一种推理性的思辨，但却又是一种基本的理性活动。这种直觉是对事物的“外观”及其逻辑形式的洞察和把握，它立足于经验，具有内在逻辑性，是逻辑思维的基础、开端，又是结尾。即是一种直接的、不可言传的，然而又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直觉，是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先决条件。


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
 （the truth put into the artwork；die Wahrheit ins Werk gesetzt）　德国海德格尔用语。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文中提出。指艺术。认为在对艺术作品进行理解的时候，应当从存在论的角度加以思考，即把作品作为对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来理解。这样一种理解过程就是“去蔽”的过程。艺术的本质是与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存在者的存在。这种开启，即揭示，亦即存在者的真理是在作品中实现的。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艺术就是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他把艺术和美都看成是对于存在和存在的真理的揭示，因此，理解艺术作品以及其他审美对象，把握其中的美，实际上就是理解作为世间万事万物本体的存在的过程。


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Intersubjektivität）　人与世界、主体与主体之间交流、对话、共生关系的性质。初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提出。认为，世界生活不仅是一个私人世界，而且还是作为主体间的世界出现的。在人的意识中，在自我与非我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以解决主体间的关系。海德格尔从胡塞尔的人类主体性的“自我极点”（Ichpol）中引申出“此在”（Dasein）概念，并利用“此在在世”作为基点展开了生存论建构，他提出的“共在”概念，是对于“主体间性”主题的又一种探寻，也即在“生存论”视域对于共生、共存问题展开思索。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中，将主体间性发展为作为自为存在的人与另一作为自为存在的人相互联系与和平共存的关系。认为“我和他人的关系首先从根本上讲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但是，萨特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实在无法摆脱这样的两难困境：或者超越别人或者被别人超越”，因为“意识间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而是冲突”，这就是所谓“他人即地狱”的理论基础。为克服人与人之间只有冲突的观点，认为主体间性不仅是个人的，因而人在我思中不仅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他人，他人和我自己的自我一样真实，而且我自己的自我也是他人所认为的那个自我，因而要了解自我就要与别人接触，通过他人来了解自己的自我，通过我影响他人来了解我自己，因而把这种人与人相联系的关系称为主体间性的世界。梅洛庞蒂在此基础上指出,“先验的主体性是一种向自己和向他人显示的主体性，因此，它是一种主体间性”。这种“先验主体性”或曰“主体间性”要求我们回到“作为不断开放的场域、存在的维度的社会世界”。在此，梅氏将先验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试图从社会领域解决这一先验的、我与他人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体现在美学上，一是把审美视为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存在方式，从而确证审美、艺术是自由的本真的生存方式；二是把审美视为个人主体与他人主体之间共同的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三是审美艺术作为精神活动，要通过主体间的相互体验、共生而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


意向性客体
 （intentional object；intentionale Gegenstand）　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一书中提出。指被人的意识所指向的客体。是由一个具体的人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而创造的。意向性客体有两类：第一类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客体，即实在的对象和数学中的观念性对象；第二类是纯意向性客体，如文学的艺术作品，它的存在的根源是作者意识的创造性行为。英伽登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研究美学，但认为纯意向性客体与实在的客体之间有着清楚的界限，不能像胡塞尔那样把它们一律“还原”为观念性的东西。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既不是理念的客体，如一个数字或一个三角形，又不是真实客体或人工制品，如由纸张和墨汁组成的一幅画；既不是一种有形的事实，又不是个人意识中的一种客体。作者和读者的身世、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等都不属于它的结构范围。在两类意向性客体中，第一类具有一种离开认识主体而独立的“自足性”，而第二类则不是自足的，它只有一部分属性通过作品呈现出来，其余的属性有待于观赏者的想象力加以补充。明确反对一部作品可以降变为作者或读者精神活动中的事件的“心理学主义”的提法。


纲要图式
 （schema；Schema）　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一书中提出。指艺术作品包含的具有多种潜在可能性的骨架。认为作品中被描写的客体是被简要地、片面地、照艺术家有意选用的角度加以描绘的，只呈现了该客体的某些方面。作品的有限文句提供的这些有限“方面”，组成了作品骨架式的纲要图式，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领域。任何作品都是纲要性、图式性创作的结果，是一种图式结构，有待于观赏者用想象力丰富其中的不确定领域，并实现处在潜在状态的种种要素。观赏者总是首先试图按照艺术作品的纯粹的纲要图式及其全部独特的潜在可能去理解作品的。纲要图式决定了作品具有多种具体化的可能性。英伽登的这一概念给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以重要启示。


具体化
 （concretization；Konkretisierung）　亦称“重建”。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一书中提出。指艺术作品的纲要图式的实现。认为由于艺术作品是一种“纲要图式”，其中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领域，有些成分和质素没有得到实现，处于潜在状态，因此，一个艺术品需要一个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观赏者，通过在鉴赏时的合作性的创造活动充实作品的图式结构，按照作品的有效特性重建作品，实现处在潜在状态的种种要素。它不仅是一种重建活动，也是作品本身的完成及其潜在要素的实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和观赏者共同的产品。具体化必定超过艺术作品的图式结构。一部作品总是在某种具体化中显现给一定的观赏者的，观赏者总是试图按照艺术作品的纯粹图式结构及其全部独特的潜在可能来理解作品。具体化既取决于艺术作品，又取决于观赏者的主体能力，它需要一种审美态度，并产生“审美对象”。具体化努力遵循艺术品的有效特性和它所提供的暗示，所产生的审美对象会同创作艺术作品时呈现给艺术家心灵的东西相象或相合。具体化同时还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同一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会以不同方式的具体化出现。英伽登的这一概念对接受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建
 　即“具体化”。


不确定点
 （points of indeterminacy;Unbestimmtheitsstelle）　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里提出。指再现客体没有被文本特别确定的方面和成分。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纲要图式，包括许多不确定点。这些不确定点有待读者在阅读中加以具体化。不确定点对每部文学作品都是必需的。对不确定点的选择能构成一部作品的特征和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该用语对伊瑟尔产生重要影响。


多层次构成
 （multilayer structure formation；mehrschichtige Gebilde）　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中提出。指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基本结构和存在方式。英伽登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是一个不同质的多层次的有机结构，它由四个互为条件的层次构成。（1）语词、声音层。最基本的层次。（2）意群层。由字词的意义构成，是最重要的层次。（3）再现客体层。它的现实化依靠读者的“具体化”行为。（4）图式化外观层。再现客体的有限方面组成的图式化外观有许多“不确定点”，有赖于读者发挥想象力去填补。这些层次彼此独立而又联系密切，共同构成整个作品的形式统一性的基础。四层次说对新批评、文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流派产生重要影响。


形而上质
 （metaphysical qualities；metaphysischen Qualitäten）　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中提出。指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英伽登认为，再现客体层的最重要功能是显示和表现确定的“形而上质”，如悲剧性、崇高、神圣、怪诞、妩媚、恶魔般等性质。它们不是客体的属性，也不是主体的心态，而是从复杂的完全不同的情境或事件中显露出来的某种精神性的气氛，其光芒穿透和照亮每个对象。不能用理智方式确定和把握它们，只能在生活情境中直接体验、感悟到它们。它本质上是观念性的，不构成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必要层次，但总是一种肯定价值，是伟大作品的标志，为实现最高审美价值提供基础。该用语揭示了生存中的“深一层的意义”，是“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它们的显示构成生存的顶点和基础。


图式化外观层
 （schematized aspects；schematisierte Ansichten）　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中提出。指存在于作品本身的“某种先验图式在知觉的各种变化中保持不变的结构”。即意向性客体所体现的世界。是其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四层次结构中第四个层次。英伽登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有限字句只能再现客体的某些方面，意义单元所投射的再现客体是骨架式的或纲要图式的，其中有许多“不确定点”。它处于“潜在的待机状态”，期待读者在阅读中用想象力填补完成，得到具体化。


复调和声
 （polyphonic harmony；polyphone Harmonie）　波兰英伽登用语。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中提出。英伽登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每个层次都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属性，多种多样的审美价值属性在有机的整体结构中会自动融合成和谐统一的复调和声。复调和声与最高的审美价值属性“形而上质”的协作导致文学的艺术作品转化成审美对象。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里，英伽登又提出“和谐质”的概念，对复调和声作了更深入的阐述。


情感先验
 （affective a priori；a priori affectif）　法国杜弗莱纳用语。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提出。指感知、体验世界的基本条件。杜弗莱纳认为，先验有三种类型：存在先验、知性先验、情感先验。情感先验由情感特质和情感范畴组成，前者是审美对象中的类主体特征，后者是审美知觉的主要特性。艺术作品——审美对象的世界是主客体未分化之前的本真的世界，是人与世界的充满生机的情感性的存在联系，它须通过知觉来体现，以情感范畴的参与为先决条件。先天普遍的情感范畴是具体情感得以可能的条件，又“只有在后天中显示”，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借助欣赏者的参与去发现。由此既是宇宙论又是存在论的情感先验概念使审美经验的可能性和普遍有效性问题得以解决。


类主体
 （quasi-subject；quasi-sujet）　法国杜弗莱纳用语。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提出。指由客体所表现的主体。杜弗莱纳吸收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和雅斯贝斯的交往理论，认为艺术作品不仅是存在于时空中的自然物，而且与创作者的主体性相联系，表现主体的世界观，呈现一个“他人”的活生生的世界，具有人的“存在性”特征的世界。同时，艺术作品又与观众的主体性相联系，要求观众知觉作品的鲜明形象。这样，欣赏者与艺术作品的相互交往就是“主体间”的交流和对话，是一种存在性的关系。但是，由“类主体”引起的毕竟是“类似之感”，而不是真正的实际的感觉，故称。


审美的超前显现
 （aesthetic lead appearance；ästhetischer Vorschein）　德国布洛赫用语。在《幻想的精神》（1918）中提出，后在《希望的原理》（1954—1959）中详加论述。指艺术以其审美手段（幻想）使现实中尚未存在之真实超前显现。布洛赫认为，在人所遭际的现时存在中，真实是不存在的，人在直接的现时存在中无法把握真实。艺术借助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幻想功能，在审美状态中对现时尚未具有的真实进行了超前显现。审美的超前显现使人在审美状态中达到了现时尚未具有的真实，从而超脱了既存现实。该术语是布洛赫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尤其是本雅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具有直接影响。


光晕
 （aura；Aura）　亦译“韵味”。德国本雅明用语。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指传统艺术区别于在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中进入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审美特征。“光晕”的含义同疏离感、膜拜价值、本真性、自律性、独一无二性等有联系，用来泛指传统艺术的审美特征。传统艺术由于其偶尔产生，具有独一无二的时空存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构成环绕艺术品的灵光圈，即原作的本真性、惟一性和权威性。而在机械复制时代，由于现代技术对作品的大量复制，作品存在的价值一再被贬低，环绕它的“光晕”也就消失了。


惊颤效果
 （shock effect；Chockwirkung）　德国本雅明用语。在《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位抒情诗人》中提出。指艺术对观赏者所产生的一种惊异或震颤的效果。用以描述波德莱尔抒情诗的艺术效果，具有突发性和疏异性。本雅明认为惊颤效果是现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特点之一，凡具有惊颤效果的艺术作品，均具有异样事物存在，而且是稍纵即逝的，这样的作品在接受上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费解的，它在被接受者消化后才能被理解。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又把惊颤效果与弗洛伊德的“本能无意识理论”相联，认为具有惊颤效果的艺术作品激发出了人无意识深处的东西，从而达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蒙蔽的无意识。这一观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尤其是阿多诺美学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机械复制主义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sm；technische Reproduzierbarkeit）　德国本雅明用语。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作为现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根本特征。认为艺术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机械复制的历史。现代科学技术无限多地复制作品，摧毁了传统艺术品的“原真性”和永恒性，使传统艺术的“光晕”消失，艺术原有的功能与价值也发生变化，艺术的全部功能颠倒过来。机械复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对礼仪的寄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展示价值的主导地位；艺术接受从侧重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的接受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性接受方式，前者被作品所吸收，在接受中唤起移情作用，达到净化目的；后者把作品吸收进来，如电影的接受通过片断、零散的镜头，画面的蒙太奇转换，打破观众常态的视觉过程的整体感，引起惊颤的心理效果，实现激励公众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的运用发展，新型的机械复制艺术如电影、摄影、唱片等，满足了大众的“民主”要求，使艺术品脱离了少数人的束缚，成为千百万人能够欣赏和消费的对象。机械复制技术使艺术创作从“天才”、精英的专利中解放出来，使大众也可以作为生产者参与到了艺术生产中，艺术走向了大众，因此机械复制技术使艺术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否定性
 （negativity；Negativität）　德国阿多诺用语。指其社会批评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否定性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资本主义现实戕害人性的强烈控诉和批判与哲学的反思结合，上升为以否定性为核心的社会批判哲学。认为从黑格尔到卢卡奇强调的“总体性”、“整体”、“同一性”等是虚假的、抽象的社会存在的幻影，是强调把社会现实中无法统一的个体性与差异性一体化、整体化，他们对普遍、抽象、总体性、整体、同一性的维护，实际上是对侵犯、消灭差异性、个体性、非同一性的强制性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提出“整体是虚假的”反叛性口号，主张摧毁强加在客观社会现实上的“总体性”囚牢，调动差异性的个体来反抗和否定社会的“整体性”的压抑。认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向差异和一贯意义上的非统一性的，永远是否定性，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仍是否定。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结合现实的社会批判，面对普遍的社会压制的当代资本主义中人被现代工业文明异化的现实，如实揭露现实的人的异化，批判和否定现实的“总体性”，捍卫、争取个体性和非统一性，提倡扬弃等级序列的“非统一性思维”，来挽救人性。阿多诺的全部文艺和美学思想都是建立在否定性辩证法上的。


反艺术
 （anti-art；Anti-Kunst）　德国阿多诺用语。指现代艺术对美的感性外观的否定使艺术趋于衰亡，艺术否定其本身，从而在艺术的解体中挽救了艺术。阿多诺从其否定性辩证法出发，认为否定性是现代艺术的本质特征。现代艺术是完全疏离、不同于现实的，非实存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幻象”世界，它以易逝的、耀眼的和表现性的虚构形象来批判和否定现实的虚假，达到对既存经验现实的否定。艺术牺牲对完美的感性外观的追求，用不完美性、不和谐性、零散性和破碎性的外观来实现其否定现实的本性。艺术不再是艺术，成为“反艺术”。但“反艺术”并非真正消灭艺术，而是通过放弃艺术外观美来否定伪艺术的异化现实，忠实于对异化现实彻底否定的审美乌托邦，以消极、否定自身的外观而赋予艺术以新的生命，以纯粹否定艺术美的外观而使艺术解体，从而挽救异化了的艺术。阿多诺以这一“反艺术”的概念来定义现代艺术的否定性的本质。


新感性
 （new sensibility；neue Sensibilität）　美国马尔库塞用语。在《爱欲与文明》、《论解放》等书中提出。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主体感性的压抑与异化：作为人类感性源泉的自然界被工业文明破坏甚至是剥夺；人的“真实需求”被消费社会制造的“虚假需求”所替换；资本主义理性秩序、现实原则对人的感性欲求、快乐原则的压抑等。因而人的解放也就是人的感性需要、本能结构的解放，自由是人感受到的幸福。主张通过艺术和审美重塑人的“新感性”，从而“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和力量），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以新感性造就新的社会主体，达到改造和重建世界的目的。新感性的基本特征是广义的非暴虐，反对现代文明的贫困、苦役、剥削、攻击性、为满足压抑的需求而改变自然以及令人难熬的枯燥等现象，赞颂人的游戏、安宁、美丽以及人际关系和人对自然关系的平静、和谐。马尔库塞用这一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概念去解说艺术和审美的解放功能，使其具有政治和艺术双重含义，并突出了通过艺术和审美使人获得的解放与通过革命实践使人获得的解放之不同。认为艺术和审美对人的解放诉诸于人的感官，作用于人的感性，是一种感性的解放；它对现实的重建是以感性方式实现的，即它打破了一种旧的感性秩序，重建起一种新的感性秩序，这是艺术审美固有的感性特点。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在于：（1）以个人的想象、爱欲和享受与解放等同；（2）过分推崇感性的革命潜能，夸大感性的力量，以致于认为能塑造新感性的艺术和审美是人类解放的唯一道路；（3）无法具体指出艺术和审美应建立怎样的新感性。


美学形式
 （aesthetic form；ästhetische Form）　也称“审美形式”。美国马尔库塞用语。指一种经验内容的“升华”。马尔库塞借用弗洛伊德的“升华”概念，把现实的材料或直接的生活内容按照艺术形式规律的要求被赋予新的形式和新的秩序，即既定内容向具体文艺作品的转化，称之为“风格化”或“美学转化”。认为美学转化的成功，是通过对语言、感觉和理解力的改造而达到的。其结果使语言、感觉和理解力等表现方式中显示出了人与自然的被压抑的潜能。艺术的自主性使艺术得以抗拒和超越现实，这种自主性正是依赖于美学形式来建构，艺术的革命性潜能存在于美学形式之中。因此，美学形式是一种经验内容的“升华”。


生产性的爱
 （productive love）　美国弗罗姆用语。指生产性性格取向在感情领域的表现。弗罗姆坚持马克思的从社会历史环境下考察、界定人之本质的宏观思路，同时又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人的内心世界、心理层面的特别是无意识层面的精细观察和微观分析方法。在对两者调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生产性的爱”这一概念。他将生产性作为人的一种性格取向，认为生产性是一般人都会具有的一种态度。“在思想领域中，这种生产性倾向表现在用理智去真正地把握世界。在行动领域，这种生产性倾向表现为生产性的劳动，其原型就是技术和手艺。在感情领域中，这种生产性倾向表现为爱。”即生产性性格取向表现为生产性的思维、工作和爱。这三个方面帮助人们建构起真实的自我，帮助人们不再用虚假的方式来应对存在的矛盾。认为“生产性的爱”可以使人达到“既自由又不孤独，既具有批判的眼光又怀疑一切，既独立，又不与世界相脱离”的境地。生产性的爱强调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视。它具有下列特征：（1）主动性。它是一种主动活动，而不是被动的情感。“它是‘分担’，而不是‘迷恋’。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爱的主动性体现在主动的付出上，体现在爱的目的是创造、激发，是完善自身，并为他人的完善创造条件。（2）分享性。生产性的爱的活动既具独立性，又具融合性，因此它具有分享性特征。该用语确立了人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弗罗姆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由此推演、引申。


建构
 （construction）　瑞士皮亚杰用语。发生认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指一个原有心理逻辑图式经过同化、顺应和平衡而被改变成一个新的图式的过程。是认识结构的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皮亚杰认为，认识既不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的，也不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的，认识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建构”（《发生认识论原理》）。他把自己所创立的发生认识论称为“建构主义”。皮亚杰运用“建构”这一概念，既说明认识的发生过程，又说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建构”的思想对于辩证地解决美和美感的本质问题、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心理过程问题，克服机械、消极的反映论和单纯的主观论都有重要启示。


同化
 （assimilation）　瑞士皮亚杰用语。发生认识论基本概念之一。与“顺应”相对。指认识主体在感知外物刺激时力图按已有心理图式（心理结构）加以吸收、认识的心理机制。他认为人的认识结构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基本概念。个体对于外界各种刺激的反应首先是用个体原先具有的图式来同化这个刺激，即个体经过大脑的过滤。把与原有图式相适应的刺激纳入原有的图式之内，就好像消化系统将营养吸收一样，“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叫作同化”（《儿童心理学》）。同化具有三种水平：（1）在物质上，把个体之外的环境成分作为养料，同化于体内的形式；（2）在感知运动智力上把自己本身的行为加以组织；（3）逻辑智力上，把经验的内容同化为自己的思想形式。同化可使原有图式发生量变，但不能使图式发生质变或创新，只有自我调节、顺应才可以改变图式，创造新的图式。通过同化和调节，认识结构就不断发展，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这一概念被美学界用来解释审美和艺术思维的产生和发展问题。


顺应
 （accommodation）　瑞士皮亚杰用语。与“同化”相对。在《儿童心理学》等书中提出。是发生认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指人在认识过程中，当主体不能把客体纳入自己原有的心理图式之中时，主体就会调整原有图式或创立新的图式以适应客体，“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叫作顺应”（《儿童心理学》）。认为顺应作用对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不断促进认识主体心理图式的质变和更新具有重大意义。皮亚杰此论对于理解审美中接受新事物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重组，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视觉思维
 （visual thinking）　又称“视知觉”。美国阿恩海姆用语。是其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指视觉是具有思维能力的知觉，而艺术又是视觉思维在最高程度上的充分显现。传统观念认为，知觉是感性活动，思维是理性活动。而阿恩海姆指出知觉具有理解能力，同其他的更高级的心理能力一样，能探索、选择，把握、分析、综合、抽象、简化、纠正、补充和比较本质，解决问题，作出判断；知觉理解具有整体性。知觉，尤其是视知觉对艺术具有根本意义。艺术品中的各种力构成了其有机整体，知觉是对蕴含在对象中的力的式样和结构的感知，因此，力的式样和结构对于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张力
 （tension）　美国阿恩海姆用语。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提出。指蕴含在对象中的力。为说明作为艺术的基础的知觉而从物理学引入美学。认为当我们观看一个位于白色正方形中心的黑色圆面时，我们就会感到黑色圆面具有一种似乎要离开原位运动的内在的力，即内在张力。这是一种心理的力，知觉是对这种力的式样和结构的感知，而力的式样和结构对艺术具有巨大的意义。首先，可以从各种力的相互作用的整体中把握艺术品的结构；其次，艺术品中各种力的不同配置是决定作品艺术性高低的关键因素；再次，艺术品中各种张力的产生可以由位置、色彩、形状、运动等等引起，它们可以有力地影响整个作品的构图和表现力。


力的结构
 （dynamics）　美国阿恩海姆用语。指艺术品是一种由各种力相互作用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各种力的关系构成了艺术品的结构本身，艺术品的结构即是力的结构。阿恩海姆认为各种力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对立，当各种力处于作品的整体结构中，有一个主导的力，相互冲突的力就平衡了，艺术品是一个包含着矛盾对立的有机整体；各种力的不同的配置决定艺术品的艺术性的高低，通过调整力，使之相互支持或抵消，就使作品生动起来；艺术品中的色彩、位置、形状、运动、题材产生的各种张力通过视觉的中介作用，影响整个作品的构图和表现。所以，力的结构是艺术表现性的基础。该用语对为艺术中常用的暗喻手法提供了新的解释。


二元对立
 （binary oppositions；oppositions binaires）　结构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最早由瑞士索绪尔提出，以此作为区分语言系统中各成分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认为各成分的差别是一种实体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建立在两个对立因素共有的区别性特征基础上的，而且这种特征又能将它们与其他对立因素区分开来。在后来的结构主义者看来，二元对立不仅是符号系统的固有属性，更是人类思维产生意义的基本逻辑。因而结构主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在结构系统中寻找功能性的对立形式。


语言与言语
 （language and speech；langue et parole）　结构语言学一对范畴。瑞士索绪尔首先指出应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认为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言语指人们具体使用的词句，或指说话者可能说出、可能理解的全部内容。语言指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方面，言语指个人说出的具体话语，即语言的具体表现。这种区分可归结为两个方面：（1）语言是社会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方面，是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既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言语则是个人的活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2）语言是本质的、同质的，言语是偶然的、异质的。索绪尔所强调的这种区分，是为了把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区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因为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同质的、相当稳定的语言，而不是异质的、很不稳定的言语。后来列维斯特劳斯继承了索绪尔的这种区分，并用之于神话学的研究，认为神话结构相当于语言，神话故事相当于言语。


神话素
 （mytheme；mythème）　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用语。指构成神话的最小单位。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雅各布森的音位学理论中的音位构成声音的观点，用它来解释神话。认为神话由许多神话素构成，就像词由音位构成一样。这些神话素经过不同的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构。结构不同使神话的形式有了变化，但它们的含义可能是相同的或相似的。由此可解释为什么神话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大多有相类似的意义。这种分析又经常表明不同的神话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经过口传或书写，成为不同的变体，这些变体只是结构的改变，而神话素并无改变。这种追溯作品的原型的理论成为一种与结构主义有关的作品原型分析的理论依据。


神话结构
 （structure of myth；structure des mythes）　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用语。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所寻找出来的神话无意识结构。他认为各个不同社会的神话的相似性是由于神话结构的相似，神话结构由神话素构成，可以把神话分析为许多神话素，找出各种神话素之间的联系、排列、对立和转换，说明神话的不同版本是由于把一些神话素进行不同的编排所形成的。神话素编排成为神话就像由词组成语言一样。各种神话有不同的版本，其内容大同小异，就形成不同意义，因而神话不是个人意志所创作，也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通过神话素自身的编排而构成。神话素的编排与类似是由于人类心灵的无意识模式投射到神话之中形成的，因而有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倾向。这种研究创立了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理论与方法，即注重于推导人类早期的深层无意识结构，揭示神话的多层次结构及这些结构中的内在矛盾与深层意义，在神话美学理论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神话思维
 （mythical thought；mythische Denken）　以神话作为其内容和形式的思维方式。德国卡西勒在《艺术与神话》一书中对其特性作了精辟分析。认为神话是语言出现之前的较低级语言形式，是宗教的基础和表现形式。它具有以下特性：（1）直觉性。这种思维不是自由地支配直观材料，相反，被突然呈现在面前的直觉所俘获。（2）整体性。外在客体只有处于整体印象时才会成为神话思维的对象，从而被理解。（3）被动性或自发性。神话思维趋向于把人类的成就看作是上天的恩赐，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努力。（4）象征性。神话是隐喻的一种，所以神话思维使用隐喻而非逻辑来表达看法。（5）情感性。神话思维常常把感情作为一个客观上存在着的外在物，因而具有情感性。


依据症候阅读
 （symptomatic reading；lecture symptomale）　法国阿尔都塞和拉康用语。指对深层结构的阅读理解。该词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和说话具有深层的内容，可以通过分析患者的病情与说话而得到了解。结构主义把这种意义推广运用于了解理论的更深一层意义。拉康认为，“没有直接显现出来的东西”和看得见的东西一样重要，甚至比表层现象更重要。阿尔都塞认为，每一门科学或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一种理论框架即理论结构，这种结构支配它提出的问题、形式及解决的办法。但这种结构并不以明显的有意识形式存在于它所支配的理论之中，故一般的阅读并不能察觉这种无意识的结构，只能采取“依据症候阅读”去了解它的结构或本质。如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不仅要看到马克思写下的文字，还要注意依据各种症结（空白、无和沉默）来把握马克思的“总问题”（深层理论框架）。认识（阅读）不是直接性的线性反映，而是一种生产，这种生产“意味着把隐匿的东西表现出来”。当我们阅读文本的时候，不仅要“看”那些一目了然的文字和语句、清楚的语义和主题，还要挖掘其中所隐藏的无意识结构。这种“依据症候阅读”与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区别有关，一般的阅读即表层结构的阅读了解，“依据症候阅读”即深层结构的阅读了解。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者在使用此词时更切合于弗洛伊德的原义，他们既用以指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治疗患者时从患者的言语中了解其隐藏的无意识本质，也用以指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不限于了解其字面意义，而且要了解其著作中所隐藏的内容。


镜像阶段
 （mirror stage；stage du miroir）　法国拉康用语。对弗洛伊德的自恋与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补充。认为婴儿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一种想象的双元对立关系，它表现为一个婴儿与一切他者之间的关系，这是自恋的前提，也是以后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婴儿从6—18个月开始，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起初能区分自己的镜像与他人他物的镜像，后来区别开他自己与自己的镜像，最后知道自己的镜像是自己的形象，并认识到自己与别人别物是有区别和联系的。以后婴儿能够说话时，或对这种经验有所知时，就变成一个与自我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有复杂情感和意识的人。拉康把自我称为“理想我”，理想即有想象的、非真实的含义，主体误把自己在镜中的形象当作了真实的自己，从而漠视了形象的他异性。即主体是在把自己视为某种实际上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由误认而产生的自我就是主体的异化的幻象。这一概念揭示了人类“自我”（主体）的虚幻性质，并为弗洛伊德的自恋和俄狄浦斯理论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减少了一些原来理论中的神秘性质。


话语
 （discourse；discours）　法国福柯用语。指其知识考古学中各研究领域或各种学科的结构。认为各学科有不同的话语，它们都由许多具体的陈述组成。话语构成学科的知识要素的总和。话语不来源于作者的思考，不涉及个别人的主体，也不具有先验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匿名的领域，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构。它以非连续性为特征，其本身没有发展过程，只是通过断裂而发生变化。认为索绪尔提出语言与言语的区别时忽略了“话语”这个重要因素，指出话语是语言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个要素。“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所做的要比用这些符号去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它们不可能被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写这个‘更多’。”（《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是语言中更为活跃，也更有意义的因素。它是一种功能，一种关系，其意义也在这些功能、关系中动态地产生、发展和变化。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话语，它是某个社会集体依靠某种媒介将其意义在社会中传播。影响和控制话语的根本因素是权力。任何文化现象均带有“权力运动”的特征，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是通过掌控话语来完成的，掌握了话语也就是掌握了权力。


话语形构
 （discursive formation；formations discursives）　法国福柯用语。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指话语对象和话语自身。认为话语对象与在常规句子中不同，是在相关的领域里迂曲构成的。话语由三个方面形成：（1）出现外层，即一个特殊构成赖以出现的社会文化领域；（2）划界根据，主要由知识与权力机构起主导作用；（3）构成规则，即相关的说明构架。认为话语对象与话语自身在共同过程中一起出现，三个方面并不存在于隔离状态中，相反却以形成话语的可能性条件的高度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话语构成与非话语构成的同构性与一致性是虚构的。


权力
 （power；pouvoir）　法国福柯用语。指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他认为权力是社会、政治现实的负面部分，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它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这种力量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认为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在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


求知意志
 （the will to knowledge；la volonté de savoir）　法国福柯用语。指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首次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讨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与权力是共生的。在任何社会，话语的产生受制于权力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话语也会转化为一种权力，真理就是权力的一种，它激发尊敬和恐惧，故而必须服从。知识本身倘若不是权力的一种形式，那么知识系统就无法形成；反之，没有知识系统的运作，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通过对求知意志的解构式分析，旨在消解科学真理与理性的神话，揭示深蕴其中的权力机制的作用。


文本
 （text；texte）　亦译“本文”。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用语。指语言符号系统、现象系统及其内容。有两种情况，一为语言的成分，一为超语言的成分。前者指一个句子、一本书和一个观察现象的内容所构成的认识对象，后者指话语的语义和内容所组成的记号复合体，它反映语言外的情境。这种语言外的情境因各人的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文本有三重意义，即（1）话语的记号系统或现象的记号系统；（2）该系统所表述的意义系统；（3）现象的观察者与书本的读者所了解的不同抽象记号系统。结构主义大多把文本的记号系统与所表达的意义看成平行的、固定的。后结构主义认为人对记号系统的了解是变化的，形成一种生成变化过程。


本文
 　亦译“文本”。译为“本文”时，更强调个人在认识过程中超越于书本或现象的意义理解之上。这种译法的目的是为了与把文本看成单纯书本的常识理解相区别。


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Vorverstandnis）　解释学用语。古典解释学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认为，要达到客观的历史真实，解释者必须克服主观的偏见，即理解活动中存在的先验的东西。海德格尔则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模式，是人“在世界之中”的方式，任何理解都必须从前理解开始。人的前理解结构包括三个方面：前有、前见、前设。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学”继承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前见”是传统预先带给我们的，是理解得以发生的所有条件中的首要条件。前见有真前见和假前见，前者是生产性的积极的力量，后者是导致误解的前见。利科批评海德格尔对方法论问题的忽视，哈贝马斯则强调应该对前理解作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解释学循环
 （hermeneutic circle；hermeneutischer Zirkel）　解释学美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观点之一。指在对文本进行理解时，理解者根据文本的细节来理解其整体，根据文本的整体来理解其细节这样一种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到整体的不断循环的理解过程。这一概念起源于近代神学解释学，德国宗教改革后路德派新教徒福莱修斯（Metthias Flacius，1520—1575）的神学解释学认为，对《圣经》要根据整体意向来理解每节经文，又要根据所有各节经文来把握其整体意向，为“解释学循环”思想的萌芽。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认为理解的循环运动沿着文本来回移动，在文本被完满理解时才消失，这时理解者就获得了“顿悟”。通过“顿悟”，理解者把自身完全置入作者的精神之中，从而消除了关于文本的一切难解之处。狄尔泰发展了这一概念，认为“解释学循环”包括相互依赖的三种关系：单个词与作品整体；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和类型。还把这种“循环”扩展到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上，即文本有所理解，但理解只能按理解者的经验去看待未知的文本。海德格尔进一步突出了这一思想，认为对未知文本的理解，永远由被理解的“前结构”所规定，完满的理解不是整体与部分之间循环的消除，而是这种循环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看法，把“解释学循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具体应用于美学中。认为审美理解与其他一切理解一样，是一个“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而又从部分返回整体”的过程，细节与整体相一致是正确理解的标准。解释学循环在本质上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把审美理解描述为传统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支配理解的是一种类似海德格尔“前结构”的“对意义的预觉”，这种预觉来自理解者与传统的联系。传统既影响理解者，同时理解者也通过理解传统而规定传统。理解者依靠预觉来理解整体，而对于整体的理解又被对于组成整体的各个细节的理解所规定，从而反过来校正理解者的预觉。在这个循环中，传统的“预觉”是理解的一个先决条件。伽达默尔把解释学循环看作理解中的一个本体论的结构要素。艺术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样也离不开解释学的循环。


生产性态度
 （productive attitude；produktive Haltung）　德国伽达默尔用语。在《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提出。指在对文本（包括艺术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理解者和解释者所采取的一种主动参与的创造性态度。认为包括艺术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只有通过解释者才能表现出来并使文字符号重新变为意义；解释文本即意味着解释者本人的思想已经参与文本意义的再现；文本的真义既不是作者的原意，也不是它的最初的读者的理解，它部分地是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决定的，为历史的客观进程的总体性所规定；理解和解释不是一种单纯的复制态度，而是一种生产性态度。理解总是一种再生产和解释，再生产是包括艺术文本在内的所有文本的存在方式。


合法的偏见
 （legitimate prejudices；legitime Vorurteile）　德国伽达默尔用语。在《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提出。指任何理解者在理解时因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而带有的某种“偏见”或先入之见。这一概念直接脱胎于海德格尔的“前结构”概念。海德格尔认为，对文本的解释是以解释者的“前结构”为基础的，即解释者由于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某种“先入之见”或“先于掌握”。伽达默尔受到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充分肯定了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主张通过偏见理解文本。认为偏见即理解者向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它构成理解者全部体验能力的初始性。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处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受特定的个人具体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偏见。“个人的偏见”构成了他的存在的历史现实性，并必然在他理解和解释文本时产生一定的作用。一种解释学的境遇是被理解者所具有的各种偏见所规定的，理解在偏见中进行，偏见以理解为前提，它构成了特定的“现在视界”。这种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的偏见是“合法的”，是所有的理解必不可免的，通过这种偏见才能理解文本，并构成理解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对艺术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样离不开合法的偏见。但不是所有的偏见都有助于理解和解释，不合法的、错误的偏见则不具有这种作用，应当加以抛弃。


效果历史
 （effect-history；Wirkungeschichte）　德国伽达默尔用语。在《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提出。指历史对象与理解者统一的历史。是现代哲学解释学和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原则。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作‘效果历史’。”（《真理与方法》）历史不是纯客观的，历史总是理解者的历史，是历史对理解者产生效果的历史。这一原则指出，包括艺术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的，对于文本的理解是一个理解者与文本相互作用、交融的历史过程，应从文本的效果历史，即文本影响历史的行为中理解文本。效果历史的原则是理解（包括审美理解）的一般结构要素，它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1）文本是超越产生它的时代的，无论是艺术文本或是哲学文本，其意义都不可穷尽，会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显示出它所蕴含的意义的新方面。（2）文本的无限多样的意义必须经过理解得到呈现。文本产生以后，不同时代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进行理解，他们理解的内容会各不相同，这各不相同的理解只要多少和文本有某种联系，就是合理的和有根据的。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解更合法些。（3）同一文本的充分意义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变化过程中得到证实。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文本的各不相同的理解的总和会日益接近文本所蕴含的内在意义。效果历史原则的形成是由于文本与它的理解者之间客观存在着历史距离。历史距离造成理解者与文本作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每一个时代都必定以它独特的方式来理解文本，而文本的真义并不依赖于它的作者和最初读者的偶然存在。理解所需的不是一种复制的态度，而是生产性态度。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的原则为接受美学的创立者直接继承，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


视界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Horizontverschmelzung）　德国伽达默尔用语。在《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提出。指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对象内容所包含的诸过去视界融合而成的新视界。“视界”这一概念最早为德国哲学家尼采和胡塞尔所用，用以说明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相联系的方式以及扩展视野范围的规律的实质。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强调了视界的开放性以及它与历史处境的关系。认为作者在创作文本时有他特定的视界，而理解、解释文本者也有他自身的视界。理解和解释文本者不是抛弃自身的视界而置身于文本的视界，他随着理解和解释的进展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界，使之与文本的视界融为一体。它是超越解释者的视界和文本的视界而达到的一个新的视界。解释者的视界和文本的视界的开放性，决定了理解和解释必然是一个不断视界融合的过程，审美理解也必然包含着历史与正在理解着的现在的调解。视界融合是审美理解的一个重要步骤。视界融合的观念对接受美学发生重要影响，成为接受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


游戏
 （play；Spiel）　德国伽达默尔用语。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用以比喻解释与被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游戏活动中，游戏并不决定于参加游戏活动者的意志与愿望，而是决定于游戏本身，游戏按照自身的规则进行，游戏者参与游戏，只是游戏本身的自我表现。游戏同戏剧一样，其存在就在于不断重复的表演和欣赏过程，每一次的欣赏都包含着读者的再创造，其独特本质在于能在不断的往返重复运动中更新自身，作品的意义随着欣赏者审美情趣的发展而发展。对一切文本的解释都是一种解释者与被解释的对象间无最后终结的来往运动。解释是客观存在的主体，它在不断发展中，解释不断地呈现出来，改变解释者对解释对象的理解。


对话
 （dialogue；Dialog）　德国伽达默尔用语。用以比喻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伽达默尔受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启发，将对话概念纳入其解释学体系。认为对话不由对话者的个人意志决定，而是对话双方围绕共同论题进行对话，双方都为对话的共同论题所决定，双方的对话只是共同论题的交流，只是作为一个主体的对话的一种表现形式，双方的相互依赖只是共同论题下检查双方的得失，补充对方的论点，推动对话前进。该比喻与游戏的比喻相同，是解释学的最好范例。解释学的解释有问答的性质，是解释者与被解释对象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从而推进解释的发展，解释本身没有止境。


应用
 （application；Anwendung）　解释学用语。浪漫主义解释学只承认理解和解释，否定应用功能。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在法学和神学解释学实践的基础上，强调应用和理解与解释一样是解释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解始终已经是应用”，是把某种普遍的东西应用于某个特殊的个别的事例。应用在过去和现在、你和我之间起一种调节作用，没有这种作用，传统就无法对现实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伴随的、偶然的成分，而是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晚期的伽达默尔更关注解释学的应用问题，把它作为一门现实的、实践的学问，一种实践的伦理学。


视点
 （point-of-view）　一译“观察点”、“叙述观点”或“观点”。指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的立足点和角度。英国卢伯克（Percy Lubbock，1879—1965）在《小说技巧》中较早对视点一词作出界定，将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内在的、外在的、全知的等各种视点在小说中如何运用做了详细而全面的考察，使得视点成为研究小说家的技巧的重要论题。英国福勒（Roger Fowler，1939—1999）在《语言学与小说》中提出，视点一词有两层含义，“原初意义指审美感知，更重要的意义则是指观念形态。它首先类似于视觉艺术的‘观察位置’，即观察表现对象的角度。……它规定理想的观赏者必须采用某一特定的观察位置。”第二层含义，即对表现对象的态度和看法，在小说结构中更加重要。叙事文本以其措辞来表示叙事声音，是隐含说话者对内容采取的方法，对读者作出的姿态的语气。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中说：视点“即人们赖以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观察的质量”，可见托多罗夫更强调视点一词中“看”的属性。美国马丁（Wallace Martin，1933—）在《当代叙事学》一书中综合各家意见，对视点概念作出较为全面的概括：（1）视点“是叙事的规定性特点”；（2）视点“泛指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的所有方面”，“包括距离、视角或焦点，以及法国人所谓的声音”；（3）“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4）视点“构成一个人对待世界之方式的一组态度、见解和个人关注”。后热奈特用“聚焦”一词来代替视点、视角等“过于专门的视觉术语”。


视角
 （perspective）　一译“视域”、“观察角度”、“投影”、“透视点”。从绘画理论中移植到文学理论的用语。指观察的角度。法国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指出：视角“是指选择（或不选择）某个受限制的视点”。这里的视点一词和视角的含义相似，因而常常混用。美国马丁（Wallace Martin，1933—）在《当代叙事学》中说：在视点这个术语中经常被混同于其他特征，而它可以被视角和焦点这个词更精确地指出：谁从什么位置上看见的。托多罗夫指出，只需想想那些变形图画或数字图画就清楚了：如果从常见的角度即正面去看，它们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然而若从某一特殊角度去观察（一般来说是与画幅平行的角度），那么它们就显示出与人们所熟知的物体的图像。指出了视角对理解作品的重要性。视角和视点的重要区别在于：视点又可以称为观点，因而可以是关于对象的看法和态度；但是视角，则专门用来指代观察的位置和角度。


视野
 （horizon；Horizont）　表示思维受到特定条件束缚的有限性和规定性。德国尼采和胡塞尔最早将其引入哲学。美国霍埃（D.C. Hoy）在《批评的循环》中提出：视野“是用来描述解释的处境特征或受语境约束的特征的”。它有两大特性：（1）开放性。视野具有敞开运动的特点，人的前判断发生了变化，视野也会产生变化，反之亦然。它还强调了“从一个特殊的有利角度把一切尽收眼底的视觉范围”。（2）限定性。视野是处境概念的一个本质部分，故会因限定而受到束缚。在解释学中，伽达默尔把视野称作“原初视野”，而理解者由于是在当下的具体环境中形成自己的视野，所以又称为“现今视野”。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两个不同视野，却又互相融合。赫什在《客观的解释》中将视野进一步分为“内在视野”和“外在视野”。尧斯在他的接受美学中提出期待视野的概念，将视野作为主要的理论范畴。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中的视野概念着重于文本所给出的概念，是偏向于解释学的。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视野在这里不是随意的，它是由在阅读之前所提供的主题的一切成分构成的。”即文本的态度构成了一种可以影响读者态度的视野。


期待视野
 （horizon of expectations；Erwartungshorizont）　德国尧斯用语。指读者以往获得的经验、知识以及文学素养、欣赏趣味等综合形成的潜在的定向性的期待，是文学阅读、接受得以可能的前提，也对理解发生的界域起限制作用。主要有两大形态：一是在既往的审美经验（对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窄的文学期待视野”；另一是在既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期待视野”。这两大视界相互交融构成具体的阅读视野。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尧斯用这一概念作为接受美学的方法论的顶梁柱。认为借助它，孤立的文学作品获得关联与统一；通过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学实现其社会功能。他希望用这个概念恢复文学与社会、美学与历史的本质联系。


认同模式
 （patterns of identification；Identifikations muster）　德国尧斯用语。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提出。指接受者与主人公认同的五种互动模式。尧斯从N．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得到启示，试图用认同模式展示读者或观众在接受过程中经历的从祭礼到审美反思的全部审美经验。（1）联想式认同；（2）钦慕式认同；（3）同情式认同；（4）净化式认同；（5）反讽式认同。尧斯认为这五种模式没有历史的顺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功能性的。他更倾向于第四种模式。他意欲用这种富有启发性的模式勾画出西方文学接受交流的历史轨迹。


召唤结构
 （appeal structure；Appellstruktur）　德国伊瑟尔用语。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提出。指文学文本的最根本的结构性特征。伊瑟尔借用英伽登纲要图式中的不确定点的概念并加以改造、综合。认为与一般性著作不同，文学作品包含许多意义未定性和空白，它们促使读者在阅读中运用各自的想象力，填补意义空白，赋予未定性以确定的含义，文本的意义由于读者的参与而现实化、具体化。因此，阅读活动是一种再创造过程，作品的意义是阅读活动中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游移视点
 （wandering viewpoint；wandernde Blickpunkt；Spielraum）　德国伊瑟尔用语。在《阅读行为》里提出。指读者在文本中存在方式的手段，是读者领会客体的特有方式。伊瑟尔借鉴了胡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理论，认为游移视点的主要性质和功能是联结、转换、修改、综合。在阅读中，读者的感知、想象、领会活动在文本内各视点间移动。通过游移视点读者才能穿越文本，从一个视点转向另一个视点，最后展开对相互联系的各个视点的复合。


未定性
 （indeterminacy；Unbestimmtheit）　德国伊瑟尔用语。在《阅读行为》中提出。伊瑟尔吸收英伽登现象学美学中“不确定点”这一用语，但在种类和功能的解释上有所不同。伊瑟尔认为，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流活动相比，文学阅读缺乏可确定性和限定的意向，正是这种交流中的不对称性引发读者的构造性活动。未定性有两种基本结构：空白和否定。空白是阅读的句法轴，它在文本的未定性中产生，在文学交流中发挥一种自我调节的作用，激发、引导读者的观念化活动；否定是阅读的例证轴，它激发、唤起读者熟识的期待，然后打破、否定它，从而获得新的视界。否定的性质是文学价值的决定因素。


隐含的读者
 （implied reader；implizite leser）　德国伊瑟尔用语。在《隐含的读者：从班扬到贝克特的小说中的交流模式》中提出。用以描述文本和读者的相互关系。它并不表示任何真实的读者，而是文本的一种特殊构造；同时读者领会文本的方式也由它预先构造。这种预先构成的“超验范型”包含着文学文本使自身具体化的某些条件，这些条件允许读者发挥能动性，参与作品潜在意义的实现。其重要功能是提供了一种存在于所有读者对文本的历史实现和个别实现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分析。


拟陈述
 （pseudo-statement）　英国瑞恰兹用语。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提出。指诗歌艺术所用的陈述。认为诗歌的陈述不同于科学的陈述，它是不能用经验事实核实的拟陈述，诗歌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情感的表达，对诗歌的陈述不应注意它的字面意义，而应注意它的情感意义。科学陈述与诗歌陈述之间的区别是理智的相信与情感的相信的区别。科学的陈述必须符合逻辑，具有可验证性，这样才能获得理智的相信。对诗歌的陈述的相信是情感的相信，只要诗歌的陈述表达了某种情感，并唤起我们的情感，那么它就获得了情感的相信，即相信它陈述的情感意义。因此在阅读诗歌时，人们不应该去寻找诗歌的逻辑联系，对它的真实与否得出结论，而应透过它去感受诗歌的情感状态。科学的真与诗歌的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真。


意义三角形
 （triangle of meaning）　英国瑞恰兹与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用语。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提出。指对意义的分析涉及到的语词、思想、事物之间的三角关系。认为语词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有当一个思想者利用它们时，作为符号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才具有意义。语词、思想、事物之间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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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与符号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当人们说话时，使用的符号部分是由于人们正在作出的指称（即思想）所引起的，部分是由于社会心理的因素引起的，它们包括人们作出指称的目的、使用的符号对他人产生的预计效果以及人们自己的态度等等；在思想与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直接的，如当思考或注视所看见的一朵云彩的表面形状时，也可以是间接的，如想到或提到拿破仑；符号和所指客体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间接的转嫁关系，符号只是被某人用来代表一个所指客体，符号与所指客体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符号与思想之间才存在直接的关系，因为语言符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他们着重注意的是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关系的间接性，由于这种间接性，语言才具有多种功能，既可以代表指称某个对象，也可以传达或唤起某种情感。


意义与意思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美国赫什用语。在《解释的有效性》中提出。借用德国弗雷格在《论逻辑》中对Sinn和Bedeutung的划分，对艺术文本的意义和意思作出区别。用前者指文本固有的意义，就是确定不变的作者的意图；用后者指意义与特定的情境、解释者发生关系的产物，其特点是可变的、相对的。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基础在意义的可复制性和确定性，因此解释的目的是想象性地重建作者的整个世界。赫什试图以此回应伽达默尔的历史相对主义理论，恢复客观解释学传统。但是，能否将作者原意作为衡量解释的客观有效的标准是大为可疑的。


保卫作者
 （in defense of the author）　美国赫什用语。指重建作者原意，即坚持寻找作品客观存在的意义。认为文学阐释的任务不是去研究作品，而是研究作者，作者的意图决定作品的本义。他提出区分意义和意思，前者指包含在文本中的作者本意，后者指在对意义的历史性理解中发生的新意。主张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但只有作者的本意才是决定理解文本是否正确的关键，只有寻找到这种客观的、已经存在着的作者本意，阐释才是充分有效的，否则其意义将是不合法的。参见“意义与意思”。


角色模式
 （actantial model；modèle actantiel）　法国格雷马斯用语。用以分析叙事文的模式。认为所有叙事文可分解为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叙述语句，甚至可视为只是一个叙述语句，而叙述语句可看作是行动单元将行动现实化的过程。根据叙述语句的联接方式，行动单元大致可充当：（1）主语或宾语，大多见于以寻找或希冀为主题的叙事；（2）动作的授者或受者，大多见于以交流、契约为主题的叙事；（3）动作的促进者或反对者，起一种辅助性作用。参照普洛普对俄国民间故事角色的归类，他将行动单元类型化为六种基本角色：主角、对象、支使人、承受人、助手和对头。根据六个角色的功能作用和主题关系，组成一个角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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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逻辑关系是“支使人”引发“主角”的行动，“主角”在追求“对象”过程中，借助“助手”的帮助，打败“对头”，从而使“对象”落入“承受人”手中。在叙事表层结构中，角色可由故事人物或非人因素担任，一个人物也可担任一个或多个角色。


语义方阵
 （semiotic square；carré semiotique）　法国格雷马斯用语。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以此作为分析意义的基本结构。按照二元对立思想，一个意义s必有其对立面－s（反s），两者在水平语义轴上互相定义对方，两者为反义关系。同时一个意义s又有矛盾的对立项s（非s），s与－s具有相近但不能等同的意义值，这两者是相互蕴涵关系，由此组成一个语义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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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方阵揭示了意义的存在方式，一旦它被赋予具体内容，进行代码转换，就能形成人类社会文化的各类文本。格雷马斯曾在《符号约束的游戏》中以语义方阵说明社会文化的重要现象——两性关系。假设s为正常且合法的两性关系（婚姻）时，则其反面为不正当不合法的两性关系－s（如乱伦），而作为婚姻的矛盾面s为正当但不合法的两性关系（如女方主动通奸），而作为s的反对项，－s表示合法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如男方主动通奸）。其中对于s与－s，社会文化是持肯定态度，而对－s与s持否定、排斥态度。语义方阵作为思维框架与意义抽象模式，对于各种文本具有一定阐释力；但由于它揭示的是意义要素静态的逻辑关系，因而在运用于叙事分析时还需经过一系列的中介结构的转换阐释。


语义潜能
 （meaning potential）　作品所呈现的丰富的意义的可能性。这一概念源自语言学。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1925—）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一书中认为，语言具有三种主要功能：（1）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2）表达说话者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关系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3）组句成篇的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他进一步指出，语言是由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任何语言形式都是其不同功能层次上的选择结果，而艺术作品存在于语言的这三个层面，是作者或说话人在构建语篇过程中所作的系统选择，具有语义潜能。这样，艺术作品语言形式与某种关于世界、他人及文本的观念视角就联系在了一起，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其语言必然表露作为意义构建者的主体身份。这一概念指出了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意义潜能是不可能为某一时代读者或某一个别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延伸的接受之链中，才能逐渐由各式各样的读者展开。而作品的各种历史意义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确定。任何接受者都不可能具有一个外在于历史的立足点，超越前人阅读中的一切“错误”，以逃脱历史意识自身的制约。它给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提供了互证。


隐秘的上帝
 （the hidden god；le dieu caché）　法国L.戈德曼用语。在《隐秘的上帝》中提出。指在现实世界中，上帝隐而不现。认为上帝存在但缺席于现实构成了人类悲剧思想的真正核心，直到今天，人们仍难以把握“隐秘的上帝”的真实含义。他运用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了莱辛的悲剧、帕斯卡尔的哲学与17世纪法国部分社会集团（宗教上的詹森主义和穿袍贵族）的意识心理结构，发现它们在世界观结构上的同构性。莱辛的所有悲剧都体现了上帝、现世与人之间的一个共同的范畴结构：个体受信仰的上帝与生存的世界的绝对支配，但在一个没有希冀、充满罪恶的现实世界中，上帝却隐而不现，两方面的挤压形成了人的真正悲剧。以图形表示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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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三角模式同样贯穿于其他几者的世界观结构中，如帕斯卡尔哲学中物理事实与人类事实间的鸿沟，标示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悲剧性冲突。


审美征候
 （symptoms of the aesthetic）　美国N.戈德曼用语。在《艺术语言》中提出。用以描述审美与非审美或者说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认为存在着四种审美征候：（1）句法上的密集性，即一个客体内诸符号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2）语义上的密集性，是艺术再现、描述、表现的特征，构成作品符号的细微变化和意义属性；（3）句法的充实，即审美客体有着完全和实在的存在形式；（4）例证，即符号所传达出来的属性并不仅仅是符号自身所指称的对象。认为在审美经验中，至少具备了其中一种属性的情况下，这种经验才是审美的。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些征候中是否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征候表现出来，这都不能界定什么东西是否是审美的，从而呈现出内在的矛盾。但这一概念重视艺术作品的“符号性”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深入阐释审美活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本的沉默
 （silence of the text）　法国马舍雷用语。指文本意识形态的隐秘性。认为“沉默”是由作家设计而成的，也可能是无意为之。“沉默”本身具有否定性质，这是语言本身的有限性所致，也是语言符号的无奈，这使文学具有超语言性。“沉默”以一种无限澄明的存在构建作品存在的样态，它发出的充满感召力的“召唤”吸引着读者与作者进行内在心灵的对话和沟通。它以想象性阅读活动来诠释其内在的美质特征，从而使文本意义呈现无尽的“绵延”之态。“沉默”不是虚无，而是一种有限的遮蔽。认为作品中说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沉默”，即没有说出的东西，甚至无法在作品中找到的东西。正是这种沉默无条件地先于创作，并使创作成为可能。


写作的零度
 （writing degree zero；le degre zero l'ecriture）　法国巴特用语。指写作中一些词之间的封闭的沉默的空间，它可以通过解释这些词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得到了解。认为“零度”概念使不能真正中立的语言中立化了。是针对萨特的“文学介入论”而提出的。萨特主张文学介入社会，干预社会生活。巴特则对文学表现主体性思想持不同意见，强调写作的无主体性。“写作的零度”从根本上推翻了萨特的为谁写作的命题。“写作的零度”类似于新闻式的写作，文中不具有写作主体的“感伤的形式”；它作为一种中性的写作具有主体“不在”的特征，表现为在作品中不再有作者的影子，目的是淡化写作主体的介入式价值取向和审美评判，消解写作中的功利色彩，从而使得文学的表现面更广，途径更多，内容更丰富，审美价值具有多种可能性；零度的中性驱除了古典写作中的目的性和意图性，是作家一种全新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并摆脱了某种典雅或华丽的风格，消除了个人情绪的介入。认为当写作的语言工具不再为社会意识形态所利用，不再具有功利性时，作家才可能完全自由地写作而不必受制于社会和阶级意识。文学的“零度”就是指这种离开对现实的确切描写的文学态度，去掉文学中的华丽修辞以及不必要的结构而找出其“无意识的原型”。认为“新小说”（反传统小说）表现出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去掉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描写，在结构上有意识地颠倒时间，混淆空间，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混在一起，把现实、幻觉与回忆混在一起，读起来使人恍惚迷离，似懂非懂，且了解各不相同。他赞赏这种作品，为其作理论论证。


可读的
 （legible；lisible）　法国巴特用语。他在《S/Z》中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的与可写的。认为可读的文本拘泥于词语的字典意义和规范，其模式是描绘式的，意义是中心化与一元化的，是一种定型的文本。可读性的文本使读者无所事事，成为多余，“只剩下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它使文本与读者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使读者成为单纯的消费者，体验不到写作的快乐。


可写的
 （writerly；scriptible）　法国巴特用语。他在《S/Z》中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的与可写的。认为可写的文本处于写作实践之中，是“未完成的文本”，它有待读者阅读后发现和生产意义，要把读者从文本消费者变为文本生产者，要求读者也进入“重写”状态，去发现文本的意义，生产文本的意义。可写的文本的模式是生产性的，因而是一种永恒的现代时，具有开放性、同时性、重写的主体性，它处在巨大的网络系统中，每种文本通过引证与参照，构成互文性，构成一个复杂的互文系统。R.巴特对文本的区分旨在破除结构主义美学的传统文本观，把静态、封闭和可预定的文本转化为动态、开放和不可预定的文本。


快乐
 （pleasure；plaisir）　法国巴特用语。指一种阅读的快感。他在《文本的快乐》中把阅读的快感分为两类，快乐是其中的一类。认为这种快乐是来自文化并和文化没有决裂的文本，来自与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联系的文本。是一种源于自以为是读懂文本的意义，达到终极的消费性的快乐，是顺从文化习惯和先验传统的快乐，实际上是受抑于意义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快乐。快乐是阅读感受与读者所处的文化之间融洽的状况，读者不会在阅读中经受某种情感上思想上的煎熬。


极乐
 （enjoyment；jouissance）　法国巴特用语。在《文本的快乐》一文中提出。指一种阅读的快感。该文把阅读的快感分为两类，极乐是其中的一类。认为这一类的阅读会使读者受到煎熬，给读者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可以使读者的精神世界为之拓宽，就像春蚕蜕皮一样，产生一种新生的“极乐”。在这种阅读中，也将伴随着读者创意性的理解，使任何既有的理解框架都可能受到挑战，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无限的游戏，其性质近乎极乐。


解构
 （deconstruction；déconstruction）　法国德里达用语。指消解结构。源于海德格尔哲学概念Destruktion（有分解、瓦解之意）。德里达认为，在传统哲学的二项对立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总是统治着另一项。解构的目的就是揭露看似单纯、和谐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内在矛盾、冲突，倒置、颠覆、推翻形而上学的等级和秩序。解构的典型策略是从一篇文字中寻找突破口，使任何本质、观念问题化、分裂化，对柏拉图《斐德诺篇》中“药”的解读是典型的例子。


言语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logocentrisme）　亦译“逻各斯中心主义”。法国德里达对其以前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称呼。从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概念引申而来。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指事物的实质、说话、智慧、理性、宇宙灵魂等，它是思想、语言、经验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的一切体系都是追求现象背后的逻各斯，这个逻各斯可以是实体、理性、本质、终极意义、第一因、实在、结构。认为这种形而上学以口说的言语为主要依据，把口说的言语与文字或书写语言相对立，主张言语是第一位的、本原的、在场的，书写语言则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不在场的；言语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说话，而书写语言则是以文字对言语的间接传达；言语与思想同一，而书写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扭曲。古希腊柏拉图已把书写看成是一种与本原分离的交流形式，是言语的人为代替品，并导致误解。德里达认为以前这种哲学体系中，言语具有特权，书写则是从属于言语的。解构主义就是要解除这种言语的特权地位，并取消言语与书写之间的对立。认为言语与书写都有差异性。语言都来源于一种“原文字”（也译为“原书写语言文字”、“原书写”），书写语言是一种持久的符号，包含了语言符号的整个领域；书写语言更能表现出语言的结构，言语单位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书写语言中才能得到阐明，而且只有在一个词能作为一个例子被重复、引用和产生时，它才能用于指称，而且这种特性只存在于书写中，而不存在于言语中。德里达用这种观点反对言语的特权地位，反对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反对在场的本体论，以建立一种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


在场
 （presence；présence）　法国德里达用语。指在现象背后的存在。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就是一种“在场”形而上学。它相信，人在说话时，由于受话者在场，不需经过文字媒介，说话者最接近意识的自我在场，因而最可靠。这导致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表现、真理与谬误、实在与虚构、确定与隐喻等众多二元对立中，总是否定后一项，因前一项为逻各斯的直接呈现而予以肯定。在德里达看来，作为超验所指的在场已然是差异、延宕的效果，是差异的衍生物。他从批判索绪尔重言语轻文字入手，否定二元对立，以消解对中心、本源、整体性、同一性、恒定性的追求。


缓别
 （differance；différance）　亦译“异延”、“分延”。法国德里达用语。指符号、书写语言等的差别、延迟及引起不同理解的播撒作用。是法文différence一词的变换拼法，由德里达采用，以表示与普通的差别有所不同。认为瑞士索绪尔在提出语言的任意性原则和差异原则时已到了解构主义的边缘，如一个事物的所指，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名称，即任意性，没有一个能指有固定的确切含义，只起与其他能指相区别的作用，并由此而形成其意义，即差异原则。但索绪尔坚持言语中心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故不能达到解构的层次。德里达以为只有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即语言的自我参照，才能说明语言结构的实质。因而认为符号并不能准确表示它所代表的东西，它是所指的代替品，它表示这一符号与另一符号的区别，而且，它延迟所指的出现，并使原来的所指意义扩散开去。认为差别表示空间的距离，延迟表示时间的距离，播撒则表示空间与时间的结合，形成意义的变化。缓别表示词的理解的动态性质，认为它表示出一种痕迹，这个痕迹中包括了在场与不在场。在缓别中，没有在场与不在场的区别，只有发展的运动的形式，因而避免了在场的本体论。


播撒
 （dissemination；dissémination）　法国德里达用语。指一切文字固有的功能，这种功能不表示任何中心意义，而是像播撒种子一样，四处播散，没有中心，从而不断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凌乱性、重复性、不完整性。播撒因“踪迹”而具有联系，使文本的意义发生变化，出现无穷尽的替代，由此宣告任何文本都是不稳定的、松散的，每一种意义的产生都是差异、延宕的结果。这样，任何本源、结构、在场、中心、意义都被无限期地延宕了，永远不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踪迹
 （trace；trace）　法国德里达用语。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等书中提出。指在场与不在场的联系。德里达通过给传统形而上学词语加删除号的办法，抹掉这个词，但同时留下了踪迹。踪迹并不意味着一个根源，也不指涉根源，因为根源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它只是不断的缓别，是缓别的必然结果。踪迹暗示此时不存在的存在的不断出现和消失，是此时不在场的在场，在场与不在场的缓别之网的联系。踪迹意味着词语文本的意义转瞬即逝，永无确证的可能，我们只能见到意义的踪迹，所呈现的不过是某种存在的踪迹。


原文字
 （arche-writing；archi-écriture）　法国德里达用语。在《论文字学》中提出。指包括口说、书写在内的一切语言现象的基础和本源。德里达认为言语中心主义把口说的言语与文字或书写语言相对立，主张言语是本原的，文字仅是言语的衍生物。这种观点使言语具有特权，书写则从属于言语。他通过引入原文字概念，推翻抬高言语贬斥文字的等级秩序。认为言语与书写都有差异性，它们都来源于“原文字”，言语的本源性的特权由此而得以消解。


影响的焦虑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美国布鲁姆用语。在《影响的焦虑》里提出，后在《误读图示》等书中加以深化、完善。指后辈的强者诗人用有意识的误读方式偏离先辈强者诗人施加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负债的焦虑”。通过对启蒙运动后直到当代英美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研究后认为，诗的影响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修正。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史就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歪曲和误解、反常和随心所欲的历史。布鲁姆的理论冲破传统理论只关注接受、模仿、继承的思维定式，强调创造、误读、修正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人认为他“提出了20年来最大胆最有创建的诗学理论”。


修正主义辩证术
 （the dialectic of revisionism）　美国布鲁姆用语。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指后辈的强者诗人有意识地偏离先辈诗人影响的各种方式，相当于一种心理自卫机制。布鲁姆吸收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后辈诗人（“新人”）像俄狄浦斯一样，面对着父辈诗人强大的压抑性力量。新人为了摆脱影响，他们把对先驱的盲目性转化成修正。其方式有六种：（1）克里纳门（clinamen），指有意误读，诗的影响的核心。（2）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和对偶。（3）克诺西斯（kenosis），重复和不连续。（4）魔鬼化（daemonization），逆崇高。（5）阿斯克西斯（askesis），净化和唯我主义。（6）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死者的复归，误读辩证法的最后阶段。


误读
 （misreading）　美国布鲁姆用语。指一种创造性的修正。德·曼在《盲视与洞见》中认为，批评家要最终获得对文本的洞见，必须经过对历史、文本的盲视即阅读的“偏离”。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里吸收、发挥德·曼的思想，提出“影响即误读”的理论。认为一部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史就是后辈的强者诗人对伟大的前辈诗人的创造性的误读、误释和“修正主义”的历史。在《误读图示》里，布鲁姆又从解构理论视角指出，阅读是一种延迟的行为，一种误读。文学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前辈对后辈的规范或后辈对前辈的模仿，而是存在于文本之间的关系，即取决于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批评、误解、误读、修正。“误读”概念突出了文学研究中长期不受重视的修正、创造、革新的方面，但也有把“误读”现象绝对化、极端化的理论弊端。


复调
 （polyphony）　苏联巴赫金用语。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形式方面，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即复调型。这一艺术思维类型，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中，但它的意义却不仅仅局限在小说创作上，还涉及到欧洲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在这种全新的多声部、全面对话的小说中主人公是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他的思想与声音的地位与作者的意识平起平坐，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作者意识的客体化；叙述的着眼点完全不同于欧洲小说的“独白式”（单旋律），而是多种声音和意识的组合成的“复调”。在复调型构思的条件下，主人公及其声音的相对独立和自由，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艺术主导因素的自我意识，使作品的独白统一体发生解体。作者用完全特殊的方法来揭示和进行艺术刻画，以一种全新的作者立场来描绘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精神世界，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转换为彻底的对话者和对话的描述者，由此也确定了主人公性格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实现了作者的“纯粹客观”的目的。独白型的叙述方式由此而解体。


狂欢
 （carnival）　苏联巴赫金用语。指巴赫金提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特征。认为狂欢是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在狂欢式的特定氛围中，颠覆了等级，形成了人与人的新的——平等的关系；高贵与神圣同卑下与粗俗相妥协；粗鄙和嘲讽成为主要的表现风格。狂欢打破原有的秩序，让人们在一种新的关系中释放自我，宣泄重负，创造新的世界。“狂欢”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它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人接近了人。狂欢式的亲昵接触、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四个范畴都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感性的思想，是以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表现为游艺仪式的“思想”。因而在形式和体裁形成方面，给文学以巨大的影响。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就是狂欢化。狂欢化使人们能够把最后的问题，从抽象的哲学领域通过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转移到形象和事件的具体感受中去。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是思想与惊险型艺术形象之间的传送带。认为狂欢化的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结构和对思想的处理上都有深刻突出的表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切人一切物都互相熟识互相理解，相互交往，面对面走到一起，并且互相搭话。一切都通过对话关系相互投射，相互辉映。一切分离的遥远的东西，都聚集在一个时空“点”上。这需要狂欢体的自由和狂欢体的时空艺术观。狂欢化为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提供了可能。


怪诞现实主义
 （grotesque realism）　苏联巴赫金用语。指狂欢化文学以其“怪诞”与“笑”达到的一种现实主义。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节产生的“怪诞”与“笑”，打破了以往经典正统的秩序与等级，以怪诞的夸张、嬉笑，以民间文化来对抗正统文化，打破一切束缚、假正经，以口语、通俗文学嘲弄、斥责、颠覆正统语言，结果是去除中心，世界不断地被传统文化中所惯用的对比方法否定和颠覆。认为民间文化从来不单纯地否定，而是以充满狂欢节精神的“怪诞”把世界从一切可怕和吓人的东西中解放出来，把世界变成一个极端不可怕，因此是极端光明和快乐的世界，变成充满欢快的“笑”的“滑稽怪物”。


文学生产方式
 （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　詹姆逊用语。指把文学作品中不同因素统一起来，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机制。认为任何文学生产方式中都包含和残留着以往几种生产方式的痕迹和“花纹”，因此，据此可以实现文学阅读中视点的游移。


情感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　英国威廉斯用语。初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能明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后受葛兰西影响，在情感结构中增加了反抗文化霸权的内涵。


意识形态生产
 （ideological production）　英国伊格尔顿用语。指艺术既是意识形态，又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生产。认为意识形态是支配、影响个人实际经验、思想、情感等一切精神现象的隐蔽结构，艺术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同时艺术又对一般的意识形态话语发生作用，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艺术具有的生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相互交融、统一、影响，形成完整的艺术形态。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生产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动性和特殊性。文学生产与一般的生产方式、与一般的意识形态方式的关系并不同一，常常不一致甚至冲突。文学文本在生产过程中，作者以同一般的意识形态或完全一致，或部分矛盾，或完全对立的作者意识形态进入一般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话语，其个人话语受到社会话语的制约。作者使用审美方式对社会话语进行加工，将之转化为审美意识形态话语。这样，以作者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生产加工综合了一般的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使文本具有作者的个人特征，又体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因此，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理论，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以垄断文化生产的所有权、控制权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巩固现存社会的本质。


作者意识形态
 （authorial Ideology）　英国伊格尔顿用语。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提出。指作者被置入一般意识形态这一符号秩序的特有方式。是社会一般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独特体现。这一置入是由诸种因素多元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社会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区等。这些因素在一般意识形态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应当研究其间的联系。参见“意识形态生产”。


美学意识形态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一作“审美意识形态”。英国伊格尔顿用语。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提出。指一般意识形态中的特殊的审美领域，包含审美的价值、意义、功能等。该领域与伦理、宗教等其他领域相连接，为一般生产方式所最终决定。参见“意识形态生产”。


交换价值形态
 （form of exchange value）　英国伊格尔顿用语。指文学价值。认为由于文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生产，因此必须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认识价值，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价值，文学价值所表现的永远是文本、读者、批评家之间的“交换价值形态”。文本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产物，文学批评就是对文本的意识形态的“消费性生产”。文学价值就是阅读和批评所创造的现象。不投入阅读和批评，文本也无所谓价值。文学价值所表现的就是文本、读者、批评家之间的“交换价值”形态。


生成文本
 （géno-texte）　法国克里斯蒂娃用语。指文本的发展过程。认为现象文本是以图画、书本、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等表现出来的现象系统，这些现象系统有一生成发展过程。生成文本是结构化过程中的文本，结构化表现出来的形式即现象文本。其与结构主义的文本的不同在于把生成过程纳入文本之中，即认为结构主体本身存在移位、逃逸与消失。这种生成过程使文本的意义发生变化，也使意指系统发生生成的过程。认为由于文本的生成过程形成文本间性，即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横的联系与纵的发展。横的联系指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中的不同文本相互联系，形成语言的网络，形成文本的面的推广。纵的联系指现在的文本不能离开过去的文本而得到理解，文本由于这种联系而产生意义的延伸与理解的深入。生成文本与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者把同时性与历时性联系起来的观点在文本理论上的表现，是发生学结构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intertextualité）　指后结构主义中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横的联系和纵的发展所形成的新文本性质。参见“生成文本”。


现代性
 （modernity）　知识、理论、社会生活呈现的现代思想特征。其特点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否定人自身与外在事物的内在联系，发扬个人的自主性，反对神对人的神圣性，反对迷信与神话；提出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的对立，鼓吹启蒙思想的进步意义；强调个人利益的道德规范，反对压制个人利益的说教，认为这种现代精神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向上发展。美学上的现代性可以上溯到19世纪更早的唯美主义思潮，它的第一个理论者和实践者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是感觉上的当下性，现代性即是在转瞬即逝的刹那间被感官把握的东西。后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Matei Cǎlinescu，1934—2009）提出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美学现代性自身的三重辩证的概念。总之，现代性表现在美学、审美活动与艺术方面，意味着与传统的分裂，意味着一种现时性，另一方面审美的现代性又与现代性诸要素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后现代性
 （postmodernity）　指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点。它从反对形而上学入手，强调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的家庭、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的内在的关系建构自我的同一性，并由这种内在联系超越客体与主体的二元对立，使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敌对与陌生感；强调个体本性上是自由的，有自我决定能力和自由感，使人能感受到个人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相互支持，感悟到未来即在人的当下的本性与努力之中，未来是人所建构出来的。在美学上否定美和艺术的普遍有效性和审美的自律性，反思、批评现代主义、后工业文明，主张解构现存秩序，崇尚本能、感性和偶然性、多元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认为，后现代性是终结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想趋向，它通过解构合法化，瓦解了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等的“宏大叙事”。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性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而“后现代性”则是一种思想风格，后现代性暗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源自西方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美国哈桑（Ihab Hassan，1925—）认为后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导致了模糊性、间断性、弥散性、多元性和游戏性等等一系列解构而不是建构的特征。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社会按三阶段模式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代表三种不同的对世界和自我的体验方式，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全新的阶段区别于现代主义，“不论从美学观点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他所分析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区别特征可以描述为：平面感与深度模式，断裂感与历史意识，零散化与中心化，复制与距离感，无风格与个性化，商业消费与审美自律。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很多学者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可分割。利奥塔认为不能把后现代看作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本来就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意大利威特姆（Gianni Vattimo，1936—）在《现代性的终结》一书中认为不能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性终结之后的特别历史朝代，强调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处同一母体和历史空间之中，后现代性没有和现代性分离，它只是在现代性内部对现代性的观念加以解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1925—）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从远处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后现代性是正在来临的现代性，是与其不可能性达成妥协的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在现代社会所表征出的新的性质。从其与现代性的关系看，审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所作出的反思与回应。从起源上看，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理性主义和主体哲学的必然产物，但它又秉承了现代性的两重特征，并更多的具有批判的含义，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叛逆和批判者，也是现代性的重建者。实际上是现代性精神危机的表达，是现代性诸要素内部矛盾的表现。现代性的矛盾和紧张表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的失衡以及主体性原则下的理性主体和感性主体的矛盾。最早把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理性对举的是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Matei Cǎlinescu，1934—2009）。他把现代性区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认为前者是现代性自身的认同力量，张扬理性；而后者是现代性的反抗力量，以个人为本体，用审美主义来对抗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认为审美现代性同社会现代性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具体可以表现为倡导审美的生存、否定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重视审美现代性的救赎功能等。但是审美现代性并非意味着拒绝或否弃现代性的一切，而是对现代性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重心放在主体性、理性等一系列原则的重写，即把主体重心放在感性主体而非理性主体，这种重写意味着从科学、文学、艺术到社会生活方式等一系列规则的改变。艺术之所以承载了审美救赎的作用，在于现代艺术所遵循的“自律原则”使审美获得了独立性，这是美学与艺术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拯救的前提，由此审美才能构成与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关系。艺术自律原则强调艺术的无用性，把艺术视为生活的本身与目的，以抵制艺术的商品化与功利性。艺术不仅标举着审美领域纯粹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还意味着美学要努力超越其他价值范畴。


瓦莎纳
 （vasana）　印度古典美学范畴。意为审美先决条件。该词原义是指经过香料熏制的布上存留的香味，或未经烧制的花瓶土坯上散发的泥土芬芳，比喻事物的原质所残留的气味、元素。在哲学论述中，转义为“潜在的记忆”或“潜在的印象”。古典瑜伽哲学认为个人在轮回转世中，过去的行为常常在心的经验中留有种种潜伏的印象或种子、元素，这种潜伏的印象或种子在一定的状况下将对现在、将来发生重要影响。从审美角度看，瓦莎纳是一种感情倾向，指内在的或后天的敏感感情倾向，它既是对过去审美经验残留的记忆，又影响到现世的肉体和精神对美的先验的敏感。这一范畴是印度美学强调审美判断具有超验性、超现实性特点的理论根源，也是审美判断在于主观意识，审美判断是超验的直觉判断等观念的根源。


萨塔拉尼亚
 （sadharanya）　印度古典美学范畴。意为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审美同情。在印度美学中指一种理想的同情。理想的同情是没有任何道德因素的，它对艺术作品中的善与恶、欢乐与痛苦的感受是同等的。有了这种同情，就像有了神的眼睛，对作品的善与恶漠不关心，使自己的阳光同时照耀在正义与非正义之上。这种公平的审美再现与法律相关甚密。


特瓦尼
 （dhvani）　印度古典美学范畴。意为“韵”。是在对语言学和音韵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该词原为音韵学中的概念，指钟铃发出的清晰而悠远的声音，词义可以理解为声音、回声、余音、曲调等。欢增在《韵光》中将“韵”首先运用到诗学中，认为“韵”就是言外之意，并将诗歌中具有暗示作用的词音和词义称作韵，把韵从音韵的范围扩展到对诗歌语言及词义的暗示、象征功能上，并认为诗的灵魂就在于这种不同于表示性和转示性的暗示性，暗示性是诗的本质。新护的《韵光注》承认韵是诗的灵魂，但认为不是诗的最高本质，单纯的韵不构成诗，只有味美的韵才构成诗，很好地解决了韵和味的互相关系问题，巩固了韵论在印度诗学及美学中的地位。


拉撒
 （rasa）　印度美学范畴。意为“味”，由艺术作品和表演所唤起的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效应。该词最早在《奥义书》中使用，用作事物的本质、精华、精英。后美学中引进的“味”具有比喻的意义，指的是被鉴赏的作品中蕴涵着某种幽远的人类共同的情感，被艺术家表演出来或在作品中显现出来并被人感受到而引起共鸣，由此获得审美快感。味是一种含蓄的隐形的存在，味的这种性相决定作家艺术家只能以暗示的方法、间接含蓄的方法表现味，决定了艺术鉴赏需要以品尝、品味的方式进行。该范畴强调通过个别的现象、形式、形态把握无限的、永恒宇宙本体——梵性，对味的审美品尝近似对梵的直觉性的把握和领悟。它在史诗《罗摩衍那》中就有了雏形，公元前后婆罗多的《舞论》中成为较成熟的理论。


风的美学
 　亦称“植物美学”。日本美学史范畴。指由生命感和季节感所生发的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最早起源于对自然美的感悟，即对森林植物的生命姿态和日月星辰、风花雪雾等自然物的同情和欣赏。万物都没有自身固有的本性，只是瞬时的存在，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幻象，这种对人与事无定在的哀伤和无可奈何的感慨，构成了日本风的美学的内涵。其具有三个特点：（1）形象性。以具体事物的形象、形式及感觉特征让人直接地感受，以品味出共同的、普遍的美感，如“风”、“雪”、“月”、“白”、“青”、“黑”等范畴所示。（2）象征性。具有象征的“借此而言彼”、“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基本特点，表达的是审美感觉的普遍性，而不是事物形式美要素的共同性和规律性。（3）情感性。其所表现的美的观念，不是指客观事物自身的形式之美，而是指人的美感，体现了主体对外物之爱的情感价值判断，自然事物之美是因主体审美情感的寄托或渗透后达到与人的情感的“同情”才美的。日本美学范畴从自然的生命之美开始生发，经过艺术创造的历史提升，达到以“幽玄”为最高层次的艺术美范畴，表达了宇宙自然及人生的有序和融合的和谐。


幽玄
 　日本美学史范畴。指艺术品表层与深层的关系，接近于中国美学“文约而意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思。是日本审美意识中最重要的范畴，也是艺术美范畴中的核心范畴。同日本的全部审美意识、审美情趣有着明显的联系，同“无”、“空寂”、“闲寂”、“余情”、“一即多”、“心与词”、“形与姿”等都有直接的关系。慧然（？—870）《临济录》的“佛法幽玄”，最澄（767—822）《一心金刚戒体诀》的“得诸法幽玄之妙，证金刚不坏之身”，空海（774—835）《般若心经秘键》的“释家虽多未钓此幽，独空毕竟理，义用最幽玄”等说法强调佛法的趣旨深奥。以“幽玄”来表达审美意识时，与佛教用语的含义有很大不同，但也并非完全与之截然分裂。“幽玄”的核心是“余情”，讲究“境生象外”，意在言外，追求一种“神似”的精约之美，引发欣赏对象的联想和想象，传达出丰富的思想感情内容。日本美学家大西克礼在《幽玄与哀》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幽玄主要有以下特点：（1）隐藏不露，笼之于内。如正彻的“轻云拥明月”、“山雾绕红叶”；（2）与露骨、直接、尖锐的感情表现相反，具有优美、安详、柔和性。如“霞满春花之所”；（3）带有与隐微荫翳相伴的寂静。如鸭长明所讲的“秋空夕暮，杳无音信”；（4）深远。特别是精神上的东西，如深奥难解的思想；（5）具有内在的充实性。其中凝集着不可言传的意蕴，即所谓的“内容丰富”。充实性也意味着与大的、重的、强有力的有关，甚至与“长高”、“崇高”相联系；（6）有一种神秘性和超自然性，虽关乎宗教、哲学的观念，但仍可感受到其中的“美的意识”；（7）以一种非合理的、不可言喻的、微妙的意味为主。幽玄有着与佛教思想相关的神秘之美，在文学中或表现为凄厉之境中的妖艳之美，或一定程度的壮美。作为审美范畴最先在诗学中得到普遍认可和运用，以后日本各门类艺术都以幽玄之美作为最高品味的、最风雅的美的境界来看待，但各门类艺术在运用时又有不同的侧重和阐释。


空寂
 　日本美学史范畴。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和佛教禅悟相结合的产物，指幽闭，孤寂，贫困。贫困是空寂的本质。贫困要求不随世俗，不执著于分辨生死、善恶、美丑、荣辱，随缘任运、顺其自然、无所执著。即通过“无”而实现对“无”的突破，完全排除“物”的世界。空寂的境界就是达到“主客泯灭”、“物我两忘”。作为日本民族独特的美学范畴，空寂的形成一方面受到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观以及植物美学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中国禅宗思想，是禅宗“空相”和“无”的观念在艺术创造和审美领域的延伸。它不仅表现在文学、绘画领域，而且及于茶道、造园、盆栽等艺术领域。


姿
 　日本美学范畴。指一种带有情绪和富于动态的形式或形象。最早由藤原公任（966—1041）在其歌论著作《新撰髓脑》中提出。它是固定的形象或形式体现出的某种动态、显示一定情绪情调的姿态。它不同于“形”的不动性，它是一种动的典范的“型”，与单从外形的意思上把握理解的“形”与“样”比较，它是在微妙之点上反映出区别于后者的方位上的内向性，总使人感到有点气氛的动的形象，较之形象的空间性，它更多地放射出运动的时间性。


哀
 　日本美学范畴。蕴含了极为多样的情感意味。初由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提出。他在《〈源氏物语〉玉小栉》（1799）中，对这一理念及其在源氏物语中的体现，做了详尽的阐述。认为凡哀（aware）者，本来是耳闻、目睹、感触到外在事务时，内心有所触动而发出的叹息声，不单指悲哀、高兴、有趣、快乐、可笑，但有“啊”“哦”之叹，都是哀。认为“知物哀”至少有“心（精神）”、“情（感情）”和“意（意味）”三种“心”的参与。三者作为“物”之内在的、使“物”“动”起来的要素，在直观“表象”方面（“表象类比性”）彼此相连。“物”是认识感知的对象，“哀”是认识感知的主体，感情的主体。“物哀”，就是二者互相吻合一致的时候产生的和谐的美感。优美、细腻、沉静、直观。哀作为美的概念、美的范畴，着重强调的是情感主体的价值关系、情感主体在特定场合涉及的特定的客体对象的价值关系以及此主体与客体共通的适合于普遍客观的价值关系。“哀”的精神态度一般是一种预想的达致静观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带来的“爱”、“感动”、“观照”、“静观”、“咏叹”等几个方面。因此，“哀”是一个具有特殊心理意味的范畴，它不同于狭义的悲哀怜悯，是直观与感动融合的审美意识。


物哀
 　日本美学史范畴。指真情流露。江户时代本居宣长（1730—1801）提出。认为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生情，心为之所动，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产生幽深玄静的情感。“物哀”不是“悲哀”，“物”是认识感知的对象，“哀”是认识感知的主体、感情的主体。物哀是二者互相吻合一致时候产生的和谐的美感。物之哀，是“我”（主体，内在）与“物”（客体，外在）的共振和同情。“悲哀”只是其中一种情绪而已。“物哀”包含的内容有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等诸多因素，需放入具体语境中细加揣摩品味。平安时代，该词不再表达激烈的情感，多用来指称和谐沉静的美感。“物哀”范畴受到中国古代诗学中“物感说”的深刻影响。参见“哀”。


俳谐
 　日本古代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俳谐原本是以歌的形式进行的一种机智问答，是对正统和歌进行的有意识的滑稽模仿。在室町时代末期作为连歌的余头，在日本兴旺起来，俳谐连歌语言平易、题材诙谐洒脱。山崎宗鉴（1465—1553）编撰了第一部俳谐连歌集《犬筑波集》而被誉为俳谐先驱。取材对象是平民，注重表现生活中真正的诙谐。这种具有平民文学意义的创作使俳谐最终脱离连歌而自成一体。宗鉴的《犬筑波集》同荒木田守武（1473—1549）的《独吟千句》为后世俳谐的定型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二人均有“俳谐始祖”之称。江户初期，俳谐受到上层市民、富农和武士的欢迎，形成了俳谐中兴的盛况，以贞门俳谐为代表。贞门俳谐由于法则烦琐，语言技巧比较单调，行世约50年左右让位于谈林派俳谐。谈林派俳谐提倡清新泼辣、自由奔放的风格，用语更为通俗。元禄时期（1688—1703）一代俳谐宗匠松尾芭蕉在苦学贞门、精研谈林等诸家俳谐的基础上，摆脱了贞门的洒脱与谈林的滑稽，另辟蹊径，将“真诚”的感情注入俳谐，开创了闲寂、幽雅的蕉风俳谐，芭蕉堪称是中古日本诗歌美学的集大成者。俳谐在松尾芭蕉的笔下正式进入艺术领域。明治时期正冈子规对沿袭下来的俳谐进行革新，并赋予新的艺术生命后，俳谐改以俳句风靡天下。俳句有17个音节，是日本民族一种最短的诗歌形式，虽然形式极其短小，却具体表现了作者刹那间的感受，多用暗示、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含蓄、凝练地表现一种淡雅、静寂和隽永的意境，至今仍为日本人民所喜爱。


偶人净琉璃
 　日本表演艺术之一。偶人一般是用于宗教艺术的呪物，后逐渐发展为戏剧演出的道具。自古以来，在日本民间就流行一种偶人戏演员耍偶人的技艺。战国时代民间艺人将从琉球传来的三弦进行改造，形成了按照三弦的节拍说书的净琉璃说唱故事形式，以后与偶人的技艺结合，便产生了偶人净琉璃这一新的表演艺术形式。江户时代，偶人净琉璃以表演超人活跃动态的金平净琉璃史杂耍最受欢迎；元禄时代末期，出现了竹本义太夫创造的“义太夫雕”，同时，著名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义太夫编写了许多净琉璃的脚本，使净琉璃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近松依照观众对于偶人净琉璃的爱好，不仅将自己的精力倾注于表现偶人活跃动作的历史剧方面，并且创作了写实地表现人情世态的世态剧，主要有《殉情天网岛》、《曾根崎情死》等。由于近松的剧本不是为阅读，而是专为耍偶人演出写作的剧本，所以登场人物难免类型化。在创作态度方面，近松在表现义理与情人冲突的悲剧主题方面显示了卓越的才华，成功地表现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们深切的悲欢离合。近松的创作，达到了日本偶人净琉璃艺术的高峰。


能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戏剧样式，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12世纪末，当宫廷祝典或各大寺院举行法会时，总要同时举办演艺大会。参加演艺大会的演出者多由属于同一氏神（祖先）的氏子组成，这些专业团体（座）始创了带有一定情节的歌舞剧“猿乐能”，后简称为“能”。13世纪艺人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使能这个剧种完善起来。由于受到幕府的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满的赏识与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当时人们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文化素养。能按照曲目内容分为五类：第一类为协能或祭神戏，是表演庆祝的，一般由神灵在官人或神官面前显灵，表演舞蹈；第二类为修罗戏，显示由阵亡而堕入修罗道的武人，经过僧侣的超度重新出现，讲述自己激战的情景；第三类为假发戏，主人公多为女性，以优美的舞蹈表演《伊氏物语》、《源氏物语》中的女性显灵，此类戏因头戴假发而得名；第四类属于杂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叫现代戏，剧本依据当时的社会现象编写，主人公多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第五类是尾能或鬼畜戏，以鬼怪、动物为主角。能由舞、谣（包括歌词和念白，称为谣曲）、型（舞蹈程式）和囃子（乐器伴奏）4种要素组成。谣曲中的歌词，吸收了大量的和歌与汉诗中的名句。古典“艺能”实行世代相传的“宗家制度”，他们保持各自流派的艺风。17世纪以后形成流派，有观世流、宝生流、金春流、金刚流、喜多流等流派。


狂言
 　一称“能狂言”。日本穿插于能乐剧目之间演出的一种喜剧。与能乐用华丽优雅的古典风格辞章来表现古典主题相对，狂言以现代世态为题材，按照庶民的兴趣寻求笑料以构成通俗喜剧。主要以对话和动作来表演，以可笑为宗旨，穿插于能剧之中，引起观众发笑，缓解紧张的情绪。人物是常见的普通人，主要是讽刺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滑稽风趣，幽默诙谐，且运用当时的口语进行表演，是日本当时最具有民众性的艺术。近世产生了大藏、和泉、鹭三个流派，其中历史最长的是大藏一派。狂言对日本近世的歌舞伎（歌舞伎狂言）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歌舞伎是继承狂言传统而形成的。


大和绘
 　日本绘画形式。采用日本题材进行创作的一种绘画。形成于公元10世纪。初为与描写中国景物、风俗的“唐绘”相区别，后发展为不仅是采用日本题材的画作，且包括佛画在内的画作。主要是拉窗画和屏风画。主要内容为“月令画”或“四季画”，主题选取以表现四季变迁的樱花、雪、自然景物为中心，在赏樱、观马、驱鬼祛邪等一年的例行活动中描绘景物，将自然与人类生活的运行密切联系，融为一体来把握。与中国的山水、花鸟、人物有某些形似而实质完全不同。


浮世绘
 　日本版画形式。浮世意为现代民众风俗。浮世绘是1648年由菱川师宣（1618—1694）所创立的画风。初期为肉笔浮世绘，是画家们用笔墨色彩所作的绘画，而非现在所见的木刻印制的绘画。肉笔浮世绘，最初盛行于京都和大阪。开始是带有装饰性的艺术，主要为华贵的建筑作壁画，室内的屏风画。在绘画的内容上，主要以民众所熟悉的艺妓、演员、相扑力士的肖像画为题材，也有四季风景、各地名胜，尤其善于表现女性美，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和很高的写实技巧。最初是单色的墨印画，后来出现了以红色为主，配以黄、绿色的朱印画，直到近代发展为色彩鲜艳的“锦绘”。主要画家有擅长美人画的铃木春信、喜多川歌磨，擅长演员肖像画长东洲斋写乐等。前者的美人画描绘极其优美的女性，表现颓废社会的女性形象，深受民众的青睐。后者的演员肖像画则敏锐地抓住了有个性的演员的特殊例子，如大谷鬼次扮演的江户兵卫形象的浮世绘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幕府后期，浮世绘从创作人物画、风俗画中开拓风景画新路径，代表为葛饰北斋和安藤广重，葛饰北斋创作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创作的《东海道五十三次》、《江户名声百景》，都是浮世绘创作的重要成果。浮世绘除日本本土外，主要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的东方博物馆，尤以肉笔浮世绘最为有名。


歌论
 　日本古代艺术论之一。“歌”指日本的古典诗歌，日本古典诗歌有“连歌”、“狂歌”、“俳句”、“川柳”、“和歌”等诸种，“歌论”中的“歌”主要指“和歌”。和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形式，成为日本民族喜闻乐见的精神之歌，文论界对“和歌”的评论和批评形成了歌论。歌论始受中国艺术论、诗论影响，后按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走向，逐渐具有日本性格特征。《万叶集》最早明确歌的分类，表现出批评意识和文学意识是日本歌论产生的源头；《歌经标示》主要讲和歌的规范，在对歌的零星议论上发展出歌论的最初模型，是日本最古的歌论。之后出现了《倭歌作式》、《和歌式》、《凌云集》、《文镜秘府论》等歌论著作，但都以中国汉诗为模板对歌进行阐发。接下来的《古今和歌集》则是抓住和歌中兴的机遇撰定而成，其序成为歌论成立以及将歌论“日本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在日本歌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撰髓脑》和《和歌九品》，成为日本歌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日本文学中的重要范畴，如“真实”、“物哀”、“幽玄”、“空寂”等是日本歌论中阐述的重点。


 理论学说


效用说
 （theory of effectiveness）　美学理论之一。关于美的本质与标准的界说。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苏格拉底从文艺的社会功用角度考察美学问题，把美与效用联系起来，认为美作为一个概念有它特定的内涵，即有用、有益和善。效用是衡量美和善的标准。美的必定是有用的，无用即为丑。美与善是统一的，任何一件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的东西，都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则是恶的和丑的。效用好坏，由使用者的立场决定，矛对进攻者是有用的，盾对防御者来说是美的。不能说美在事物本身而与人无关。自苏格拉底后“美就是有用的”这一定义在古希腊流行起来。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探讨关于美的六个定义时，认为第一个可能的定义为“美就是有用的”。指出：人，物，乃至于习俗制度取某一形式，而那个形式适合他或它的功用，就显得美。同时又指出，有用是能发生效果，效果可好可坏，效果坏，纵然有用，还不能算是美，必须把“美就是有用的”定义修正为“美就是有益的”。


迷狂说
 （theory of divine madness）　又称“灵感说”。美学理论之一。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借用德谟克利特关于灵感的概念，并加以改造、发挥，先在《伊安篇》中后在《斐德若篇》中对这一理论进行阐发，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借助神灵凭附而处于如醉如痴的“迷狂”状态，才能创作出作品。认为迷狂是一种神志昏迷、精神恍惚、类似疯狂的失常状态，是灵感的基础，由神灵凭附造成，它是艺术家创作的动力。迷狂有四种：（1）预言者的迷狂。这是受神灵感召而能预言未来的女巫、女仙、预言家们的迷狂，由阿波罗主宰。（2）寻求除灾者的迷狂。这是参加教仪找寻禳除灾祸方法者的迷狂，由狄俄尼索斯主宰。（3）诗人的迷狂。诗人的灵感与这种迷狂同时俱来，由缪斯姊妹主宰。这是迷狂由诗神凭附而来。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显得黯然无光。（4）爱情的迷狂。这是最好的一种迷狂。它来自人的灵魂对于美的向往与追求。具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美就回忆起生前世界里真正的美，欣喜若狂，产生爱慕与向往之心，发狂地追求理念世界的美，而把现实世界的一切置之度外，柏拉图把这种对于美本身不顾一切的追求称之为爱情，是一种灵感，它由阿弗洛狄忒主宰。柏拉图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产生灵感，只有少数保持着回忆本领的人才具有灵感。柏拉图的迷狂说与灵魂不灭说有密切关系，具有非理性的、神秘的性质。它在欧洲诗论中产生着长期影响，为19世纪浪漫主义诗论所继承。以迷狂说为核心的灵感论成为天才论和唯心主义创作理论的基础。


灵感说
 　即“迷狂说”。


回忆说
 （doctrine of recollection）　美学理论之一。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批判继承了智者派的“知觉即知识”的观点，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并在《斐多篇》、《美诺篇》中进一步加以论述。认为人所从事的一切研究、一切学问都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他以灵魂轮回说为思想基础，认为人的灵魂不灭，任何人在降生之前，灵魂在阳世和阴间已经历无数个轮回，具备了关于善本身、美本身、公正本身、神圣本身等“绝对本质”的知识。一旦灵魂降临尘世、依附人的肉体，便忘记以上先验的知识。欲重新获得这些知识，必须凭借视觉、听觉或其他感性知识的帮助回忆旧知识。认为学习即回忆，学习过程即回忆过程，人们由此得到一切知识或真理。认为并非所有灵魂都能从尘世事物引起对于上界事物的回忆，只有少数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哲学家）。才能保持回忆的本领。回忆既是认识的形式，也是审美的形式。知觉只能达到事物美，回忆才能上升到理念美，它是审美活动的基本形式；回忆由两个有某种关联的事物引起，由一个事物构想出另一个新事物，由事物的美构想出理念美；回忆的能力取决于灵魂的净化程度，灵魂越超脱于肉体，便越可能向最高的美的境界升腾。


分享说
 （theory of sharing）　又称“分有说”。美学理论之一。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认为理念世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作为第一性的真实存在对感性现实世界施加影响，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在理念世界中都能找到一个相应的理念原型；事物的存在是由于“分享”理念的结果。认为美的理念即美本身，它是绝对的、神圣的，世界万事万物的美都是由于表现和分享了美的理念。分享和表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后普洛提诺接受了柏拉图的理论，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流溢说。认为神是最高的美，物体美是因为分享到神所“流溢”出的理念。


净化说
 （theory of catharsis）　美学理论之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认为人应有怜悯与恐惧之情，但不可太强或太弱。通过欣赏悲剧，可以陶冶性情，有益于心理健康，经过悲剧的审美欣赏情感得以净化，让人获得无害的快感，从而达到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因此悲剧可以“唤起悲悯与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净化说”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作为对柏拉图否定文艺社会功用思想的批判，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学者对“净化说”提出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净化作用是在于净化怜悯与恐惧中的痛苦的坏因素，使心理恢复健康；有的认为是在于净化怜悯与恐惧中的利己因素，使之变为利他因素；也有的认为是在于净化剧中人物的凶杀行为的罪孽，即“净罪”的意思；还有的从医学角度加以论述，认为悲剧的净化是以毒攻毒，通过宣泄过程获得快感使心理得到满足等等。由于伦理因素在悲剧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悲剧的感受在审美感受的各种形态中最接近道德判断与实践意志，所以一般认为对净化主要应从伦理角度来理解。


模仿说
 （imitation theory）　艺术起源理论之一。主张艺术起源于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始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苏格拉底认为，艺术不仅模仿美的外形，还能模仿人的性格、精神方面的特质、心理活动。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艺术模仿现实世界，是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了自己的模仿说，认为“人从孩提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艺术起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人不仅模仿事物的外形和偶然现象，而且模仿其必然性和普遍性。模仿有三种，一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二是人所想象的样子，三是事物应有或可能有的样子。不同艺术种类的区别，在于“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诗学》）。古罗马贺拉斯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提出艺术家应该“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找模型”，艺术不仅模仿生活，还要用虚构、想象进行再创造，虚构必须真实才能唤起美感，真是美和美感的必要条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深化了模仿说，把艺术看作反映客观自然的镜子，意大利达·芬奇说：“我们应当依靠自然”，“师法自然”，“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安放在镜前的各物体的许多色彩”（《芬奇论绘画》）。西班牙塞万提斯主张惟妙惟肖地“模仿真实”，使作品成为人生的镜子。英国莎士比亚认为，戏剧的目的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最好的戏剧不过是人生的缩影”，主张“给自然照一面镜子”。18世纪法国狄德罗强调模仿的创造性，模仿中真与美的统一。他要求“把自然和真实表现给我们看”，撷取自然程序所容许的异常组合并揭示其中的必然联系。德国歌德发挥了创造性模仿的观点，认为艺术模仿应从特殊性出发反映普遍性，这是模仿说的一个重要转折。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进一步提出“美是生活”的命题，认为艺术首要的社会功用是“再现生活”，同时还“说明生活”、“判断生活”。他反对“对现实作自然主义”的模仿和仅从形式生模仿，而要反映生活内容，通过活生生的个性、个别事实表达思想。模仿说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上，强调现实生活的第一性，强调艺术来自生活，用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对艺术的发展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寓教于乐
 （either to please or to educate；aut prodesse aut delectare）　对艺术社会功能的一种界说。古罗马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贺拉斯认为，诗人创作的动机在于给人益处和乐趣，作品不仅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培养公民道德亦要有所帮助。一出毫无益处或毫无趣味的戏剧不会受到观众的欢迎。只有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但他认为诗教必须以颂扬罗马最高统治者的功德为内容。寓教于乐的理论继承并融合了柏拉图关于诗应教育公民捍卫城邦的思想。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快感说，一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继承，后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发扬。直到消极浪漫主义和颓废主义文学流派兴起后，寓教于乐的思想才被文学作品是作家自我抒发、自我陶醉的观点取而代之。


流溢说
 （doctrine of emanation）　又称“放射说”。美学理论之一。古罗马普洛提诺在《九章集》中提出。他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把柏拉图的最高理念看作神或“太一”。认为“太一”是宇宙一切之源，是至善的、完满的。世界的一切都由“太一”“流溢”出来。当太一流入到混乱的事物中时，便使之取得整一的形式，产生美。因此，美不在物体本身，美来自神，神是最高的美，物体因分享到神流溢出的理念而成为美；物体的美表现在它的整一性上，事物受到理念的灌注，凝聚为一种整体，不但全体美，各部分也美；美有等级，“太一”是“美上之美”，是美的本原，其次是精神事物之美，如道德、灵魂的美，最低级之美是感性事物的美；艺术美是艺术家的心灵赋予理念的结果。以“流溢”说为中心的普洛提诺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倾向。中世纪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后来的消极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家都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


放射说
 　即“流溢说”。


镜子说
 （theory of speculum）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达·芬奇关于绘画艺术与自然之关系的学说。达·芬奇认为绘画艺术应直接效法自然，真实地反映自然，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的事物的色彩摄进来；但他并不主张机械地照搬照抄自然原貌，主张“就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多加思索，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的部分”，用这种方法，才能创造出妙肖自然的“第二自然”。达·芬奇的“镜子说”可以看作是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的“模仿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与文论思想中的响应与发展。


同情说
 （theory of sympathy）　美学理论之一。认为美是一种由己推彼的同情心所产生的分享旁人乃至分享旁物的情感或活动。最早由英国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休谟从审美主体的生理、心理方面考察美的本质和起源，认为美有很大一部分起于便利和效用的观念，但不一定是触及自身的利益，人们可以借助同情的想象，分享这种利益，产生快感。同情是“人性本来的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象能够引起快感是由于满足了人的同情心。如一个人面对肥沃丰产的果园，尽管不是业主，不能分享业主的好处，但能借助活跃的想象，体会到这种好处，从精神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业主分享这些好处，感到满足。休谟还将同情说推广到无生命的事物，用以说明一般“形式美”，但主张仍要涉及内容意义。如柱子上细下粗令人起安全感，这是一种快感，上粗下细给人以危险感，这是不愉快的，等等。他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把同情归之于“合群的欲望”，认为“如果我们完全除去了别人的思想和情绪”，不论什么情感，“便都毫无力量”。“借助同情的原则，我们才能体会富人与贫者的快乐与不快。”（《人性论》）休谟的“同情说”反对当时流行的传统的形式美的观点。后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中，亦论述了“同情说”。他把人类的基本情欲分成两类，一类为维持个体生命的本能，一类为维持种族生命的生殖欲以及一般社交愿望或群居本能。后一类又可分为同情、模仿、竞争心三种形式。认为文艺欣赏主要基于同情。由于同情，一个人才关心他人所关心的事物，才被感动他人的事物所感动。主张把同情看作是一种代替，即设身处在他人的地位去感受。根据同情的原则，诗歌、绘画及其他艺术，能把感情由一个人心中移注于另一个人心中。他还以同情说为出发点，举出许多事例证明，现实中真正的悲惨事件由于可以激发更大的同情，比在悲剧或其他文艺作品的虚构里更能引起快感。“同情说”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审美心理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美感和审美意识的心理特征。它在康德及以后许多美学家的思想里占有重要地位，产生很大影响。康德的美不涉及概念和利害关系、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以及“共同感觉力”等美学观点，里普斯的“移情说”，谷鲁司的“内模仿说”等，都与同情说有着密切联系。法国巴希认为，在“审美的情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同情的社会情感，即同情感，美感本质上是一种“同情的象征作用”，即在审美的同情里，客观的形象总是象征主观的思想和情感，这种象征作用所产生的愉悦是整个审美观照的最主要的和占支配地位的特征。


审美态度说
 （theory of aesthetic attitude）　美学理论之一。强调人们从事艺术审美活动、面对审美对象时持有非功利的心理和态度。认为在审美活动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理智的、道德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态度，即审美态度；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审美对象，审美对象的审美特质能不能为审美主体发现和欣赏，取决于审美主体采取的态度；审美态度是一种“超越性”的态度。最早用“态度”一词说明审美心理状态的是英国的夏夫兹博里。后德国康德、叔本华等人又对审美态度作了详细的阐述。康德系统阐述了审美无功利的思想，指出审美态度区别于非审美态度，并提出使对象成为审美对象的决定性条件，是西方审美态度说的集大成者。叔本华的审美静观说说明了审美态度不同于观看事物的普通方式，而是一种从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审美方式，是对自我和实际功利的超脱的审美观照方式。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使审美态度说变得更完善和系统。后美国布洛克提出以审美态度来界定艺术品。认为一物品之所以成为一件艺术品，主要取决于人的审美态度。所谓审美态度主要是人们观看事物的一种独特方式，其特点在于：“把握某一特定物体的整体意义，这是一种直接的感性把握，决不能同分析的或科学的理解相混淆”（《美学新解》）；它是非功利性的，但功利与非功利只是相对的，只能要求尽可能地做到非功利地观看事物；它具有社会性，即一种观看事物的方式能否使该事物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也即该态度是否是一种审美的态度，还需要社会的认可。从艺术家创作的角度看，审美态度主要体现为一种“意图”，但这种意图有时具有比较明显的主观性，这与迪基所说的“不论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事物，只要对它采取一种审美态度，它就成了一种审美对象”（《美学导论》）的观点十分相近，从一定意义上讲布洛克的“审美态度”说是与迪基的艺术习俗论互相呼应的。


美在关系说
 （theory of beauty as relation）　美学理论之一。主张美的性质在于客观事物的“关系”。法国狄德罗在《论美》中提出。认为美是一切美的事物客观存在的一种性质，存在物中没有这种性质便不美。这种性质即客观事物中千差万别的“关系”。“我把凡是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悟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叫作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论美》）。“关系”的性质使事物成为美。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实在的关系，指事物具有的客观存在的关系；一种是察知的关系，指人的悟性认识实在关系后形成的察知关系。前者即为“外在于我的美”，不受主观意志决定，无论有人或没人都不减其美；后者即为“关系到我的美”，是事物的关系作用于感官而引起的美感。美可根据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定关系和事物在一定关系网中的关系分为“实在的美”和“相对（见到）的美”。“美在关系说”从美的事物的性质中寻找美，开始从社会整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美，对美学史上唯物主义美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折中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eclecticism）　指法国库辛的美学理论。因其美学体系以综合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而得名。其观点大多可以在德国古典美学中找到根源，但他努力调和一些由来已久的矛盾冲突，并最终依归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美学传统。他回顾了18世纪美学中的分歧，主要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各执一词，并力图加以整合，但并不掩饰自己对理性主义的偏爱。认为美不能用单纯的感觉来加以说明，只有出自那神圣的至美境界（上帝之美）的才是真正美的，为此他对生理快感、欲望、功利性等进行了批判。库辛的折中主义美学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尽管它没有多少特别的新意，但对19世纪法国的美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代表作有《论真善美》。


诗力说
 （theory of poetic power）　德国赫尔德关于诗对心灵的影响和对想象的效果的理论。在《批评之林》中提出。赫尔德认为诗歌的主要特点在于诉诸心灵的力或能，这种力量并非像莱辛所说在于表现时间的持续和诉诸听觉，而是在于其内容能激起心灵反应、触发情感和想象。与画相比，绘画只有在完成之后才能是件完美的作品，而诗始终充满力量。这力和能不是模仿自然的结果，而是由创造万物的上帝造成的。他要求诗人为人民创造喜悦、教育、宗教和语言，成为“人世间的神”。这一观点对早年的歌德产生较大影响，并为浪漫主义创作开辟了道路。


完善说
 （theory of perfection）　美学理论之一。主张事物的美在于其完善。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美学用上帝的创世目的来解释美，认为事物之美在于它内外形态和结构符合上帝创世时为它安排的特定目的，达到了统一和完善。后德国沃尔弗在1732年出版的《经验心理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美在“完善”说。认为“美在于一件事物的完善，只要那件事物易于凭它的完善来引起我们的快感”，那就是美的。“真的美起于完善，貌似的美起于貌似的完善”。鲍姆加登在此基础上提出美是纯感性认识的完善。认为完善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是美的客观基础；它可以凭理性认识到，也可以凭感官认识到；凭理性认识到的完善，是科学所研究的真，“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是美学所研究的美，美学的对象和目的就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的感性认识是思维内容、次序和表现形式三者的和谐一致，也是区分美丑的标准。康德反对鲍姆加登把“美”和“完善”（一译“完满”）等同的观点，认为美自身有特质，“完善”仅是美的一种或一部分，应归入审美目的判断范围，完善性即以完满性为对象的内在的客观目的性。完善说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唯理论，它从目的论出发，强调审美活动的先天合理性，把美的本质根源归结于统辖人的心灵乃至万物的上帝，不能对美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解释。


特征说
 （theory of characteristic）　美学理论之一。主张美的本质在于事物的特征。1746年由意大利的一个诗文社首先提出。后斯帕莱蒂（G． Spalletti）在其小册子《论美》中较为明确地论述了美与特征的关系。认为美是以显现对象的特征为标志的，美可以定义为“那个涉及的被观察对象的修正，它以确实的特征显现为美，就像它应该显现出的一样”（见克罗齐《美学史》）。明确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德国希尔特。他在考察古迹的基础上提出，古迹表现了美的、丑的和最平淡的所有形式；而特征就是“形式、运动、姿态、仪容、表现、地方色彩、光和影、浓淡对照及体态所由分辨的那种确定的个性”（同上）。后歌德指出，特征是表现于形式的内容、意蕴；自然物符合其自然本性，充分显示其“特征”的便是美的；艺术应从显出特征开始，“以便达到美的”，只有通过个别表现了一般，“显出特征的整体”才美。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艺术的模仿时指出，艺术的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征”亦即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楚；特征指事物的“本质”，而“主要特征是一种属性；所有别的属性，或至少是许多别的属性，都是根据一定的关系从主要特征引申出来的”（同上）。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必须表现对象的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而且要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艺术品达到了这一点，也就达到了艺术美。特征说在摆脱艺术美研究中的抽象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滑稽说
 （theory of irony）　美学理论之一。主张滑稽是艺术品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识别艺术天才的标志。德国耶拿派浪漫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在该派美学纲领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其哲学基础是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哲学。该说把无所不能的主观性看作哲学、艺术和生活的主要原则，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看成是无价值的，认为它们只有作为“自我”的产物才有意义。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不过是幻象，是艺术家手中的玩具，任凭艺术家的幻想摆弄。对生活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提出凌驾于生活素材之上的原则，主张取消素材固有的具体性和一切特点，让艺术表现成为一种任意处理材料的游戏。要求用滑稽态度去克服资本主义的平淡无奇，反对现存的法制和道德。主要代表有施勒格尔、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左尔格（Karl Solger，1780—1819）等。黑格尔否定和批判了滑稽说，指出费希特的哲学是滑稽说的根源。滑稽说把艺术家说成是随心所欲地建立一切又随心所欲地消灭一切的“自我”；把一切有事实、有根据、有真实意蕴的东西都看成是虚幻的、无聊的；把对人有意义、有价值的一切东西都表现为在它们毁灭的过程中趋向空无，最终对自己也采取滑稽的态度。


符合目的说
 （finality；Zweckmässigkeit）　德国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录》中提出的关于自然事物达到美的条件的理论。1827年4月18日歌德在与爱克曼（J. P. Eckermann，1792—1854）的谈话中指出，要使事物的性格达到完全发展，“还需要一种事物的各部分肢体构造都符合它的自然定性，也就是说，符合它的目的”。认为一事物要达到顶峰，达到美，该事物的各部分须符合自然定性，即目的，显示出同类事物中最完善、最能显示出特征和本质的方面，由此事物才能达到完全发展，达到美。符合目的说包含了完整、正常、不遭损坏、自由发展的意思。歌德这一思想与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的目的论、沃尔弗和鲍姆加登的完满概念、康德的合目的性都有渊源关系。


游戏说
 （theory of play）　艺术起源和审美的理论之一。主张用游戏活动解释艺术起源和审美本质。游戏在形态上多为对实际生活活动的模仿，在性质上是与纯粹快感相结合的身心自由活动。古希腊柏拉图、意大利马佐尼（Giacomo Mazzoni，1548—1598）都论及过艺术与游戏的关系。德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自由游戏”（free play；freies Spiel，又译“自由活动”）是审美快感的根源。席勒发展了这一论点，认为艺术冲动是一种“游戏冲动”，它表现了“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的综合。游戏的根本特点是人性中理性与感性的和谐。游戏的状态即自由的审美状态，审美即游戏，艺术起源于这种游戏，“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审美教育书简》）斯宾塞发挥了席勒的说法，提出游戏和艺术都是过剩精力发泄于无实用价值的自由模仿活动的“精力过剩”说。德国朗格提出“审美幻想说”，认为游戏是孩提时代的艺术，而艺术是形式成熟的游戏，艺术欣赏的核心，是一种不带实用利害感的“有意识的自我欺骗”。谷鲁司则在继承斯宾塞的同时，否定了“精力过剩”说，提出“练习说”，认为游戏是为生活作的练习，艺术是高级的游戏，人只有以游戏的态度观赏对象才能有审美欣赏。俄国普列汉诺夫将游戏说与劳动说结合起来，认为“把艺术看做游戏的观点，再加上把游戏看做‘劳动的产儿’的观点”，这就“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艺术的实质及其历史”。游戏说在西方现代美学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如李斯托威尔认为，斯宾塞等人“没有正确理解美感经验与游戏这两种活动的真正性质”，“艺术家必须是真实事物的制造者，……可是游戏者却什么都不制造”，两者在价值体系中的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艺术和美是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之一，而游戏只对身体有益。”（《近代美学史述评》）俄国托尔斯泰也认为游戏说所指的根本不是艺术活动。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the beauty is the sensuous presentation of idea；das Schöne bestimmt sich dadurch als das 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　德国黑格尔关于美的中心定义，是他整个美学理论构架的基础。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包含以下六层意思：（1）美由理念产生。理念是真实的，美作为理念也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真与美一致。（2）真指理念的普遍本质，即真理性，是隐藏在“外在存在里面的普遍性的理念”。只能通过理论思考才能认识。（3）美虽然体现这种“普遍性的理念”，但不是通过概念和理论的形式，而是通过“外在存在”和“现象”的形式来体现，并且可由感觉“直接”把握。这种感性形象性乃是美与真的主要区别。（4）美是由“普遍性理念”“在外界实现自己”的结果，即理念取得现实存在和感性形式的结果。这就是“感性显现”。（5）当理念同它的感性显现直接处于统一体时，它是美的。（6）理念显现为“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即自然美和艺术美，这是理念感性显现的两种基本方式。黑格尔把理念作为一个在客观世界中能动地“实现”自己的“主体”，把美看作理念（主体）的一种创造活动的产物。这一包含有实践观点的思想在具体论述艺术美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创造”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全书的逻辑结构的安排上也有所体现。这一定义综合了西方美学史上对美的本质的探讨的丰硕成果，特别是综合了英国经验派美学和大陆理性派美学的成果，创造性发挥了康德美学关于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的辩证内核，把美的本质的探讨提升到在精神实践基础上实现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的新高度，达到了德国古典美学的高峰，给予马克思主义美学以直接而深刻的启示；对于近现代西方美学也发生了深远影响。


人本学
 （anthropology；Anthropologie）　亦译“人类学”。德国费尔巴哈提出的以自然的人为本位和中心的哲学学说。Anthropologie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关于人的学问，即研究人的生物学特性、人的起源、人的形态、人的历史演变的学问。独立的人本学或人类学在欧洲很早就已出现。从文艺复兴以后直到费尔巴哈之前，曾经不止一人以Anthropologie为题著书立说，但其内容基本都限于上述几方面。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则比以往的人本学或人类学有更丰富、更深的内容。它“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未来哲学原理》），是一种哲学人类学，而不是研究人的具体科学。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人与动物或纯粹的自然人的区别，承认人的感官不同于动物的感官，但他所说的人基本上是感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故他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感性及生物学的基础上。他把人的理性活动归结为感官功能的一种，认为“普遍的官能就是理智，普遍的感性就是精神性”（同上书）。据此，他在认识论上把感觉和直观看作整个认识的起点、基础和真理标准；在伦理学上提倡满足人的普遍的感性需要的合理利己主义。哲学人本学对美和审美也从感性和感官出发，认为人的感官高于动物的感官，它使人有了审美能力。人的感官对象是一切现象，人们“追求这些，又仅仅是为了这些现象本身，为了美的享受”（《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这些论述提出了人的感官在审美活动中的决定作用问题，在美学上很有价值。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地发挥了这些思想，提出了“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的观点，对美学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人本学在思想史上启示人们，研究美学从人出发会比从物出发更有成果。但人本学把审美同纯粹感性连在一起，排除其中的理性因素，都是片面的和简单化的。


价值论美学
 （aesthetics of value）　德国洛采首倡的一种旨在强调美学价值的思想体系。他力图把科学与宗教、艺术、文学调和起来，反对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主张把美与价值联系起来，强调美的理念内容、目的和绝对价值。他强调：“审美事实不是直觉，也不是概念，而是在最终目的的形式中提供出一个对象的本质的理念。艺术作为美应把价值世界包裹在形式世界里。”（《小宇宙》）认为美是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自由与必然、理想与实在的统一，它虽然是精神的产物，但却具有客观性，它的绝对价值体现在：它是绝对的“善”的一种直观感性形式，正是这种发自绝对的“善”的神圣性，既为美自身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同时也“为我们的美感快感的正当性提供依据”（《美学原理》）。洛采的价值论美学力图调和康德、席勒、黑格尔的思想，但却更具泛神论的色彩。


情感误置说
 （doctrine of pathetic fallacy）　英国罗斯金解释艺术中情感之作用的一种学说。“情感的误置”是指艺术家在强烈的情感作用下，对外界事物所产生的一种虚妄的感受。罗斯金认为，情感因素在艺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情感作为艺术的显性特征，其强度如何，是评价艺术家是否伟大的标尺，没有激情就没有优秀的艺术家。艺术家基于这种误置的情感所产生的艺术作品能够凭借其强烈的激情感染、打动欣赏者，欣赏者在特定的情感氛围中，不仅认可了艺术家对现实的变形和“误置”，而且还能获得在寻常状态所得不到的一种心理满足和认识。情感误置说揭示了艺术的情感性特征，对于理解艺术中的许多具体手法如拟人、象征、夸张等等有较大的启发作用。


美是生活论
 （theory of the beauty is the life）　美学理论之一。对美的本质的一种界说。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一书中提出。他认为“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事物和现象之所以美，在于美客观地存在于现实世界，真正的美、最高的美属于客观现实生活本身，生活就是美的本质。这一定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由此出发，他论述了美感，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关系，艺术的作用等重要美学问题。


代替说
 （theory of substitution）　美学理论之一。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一种界说。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中提出。认为现实高于艺术，现实美高于艺术美，艺术与现实相比，只是现实的代替品；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充当现实的“代替品”，使人面对艺术作品回想起或想象到现实。现实美并非总在眼前，譬如海洋画就起了海的“代替品”的作用。做现实的代替品是大多数艺术作品的唯一目的和作用，这一理论带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特征。


过剩精力发泄说
 （releasing of surplus vigor）　英国斯宾塞在《心理学原理》（1855）一书中提出关于游戏、艺术和美感起源的理论。认为低等动物把全部生命活动耗费在维持个体生存上，高等动物有较好的营养，只需用部分活动维持生命，有了过剩的精力；同时高等动物还会利用休息等方法恢复和增长精力。这些过剩的精力如果不能发泄于可以收到实际功效的活动中，就会发泄到无所为而为的模仿或游戏活动中。人类的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同动物的游戏一样，为人类发泄自己的过剩精力提供了机会。艺术和审美活动起源于人类过剩精力的发泄。斯宾塞的这一理论对艾伦、马歇尔等人的快乐论美学和朗格、谷鲁司等人的艺术游戏理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学生理学
 （physiology of aesthetics）　德国尼采提出的美学理论。主张以“肉体生命”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以生理学方法为指导来衡量美和艺术。关注对象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意义和影响、人的生命状态对建基于其上的人文社会活动的影响，以及对象本身的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主张以此为指导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1）研究美和艺术对于生命、对于肉体的意义；（2）研究个体的生命状态对于创造艺术和美，以及欣赏艺术和美之间的关系，将肉体的生理反应与审美过程结合在一起，把艺术归结为对肉体和感官的暗示；（3）从美学学科自身生命力的反思中建立“强力美学”。该理论从应用生理学的角度研究生理与美之间的关系，强调美的生物学价值，表现出将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相结合的倾向。


移情说
 （the theory of empathy；Einfühlungstheorie）　现代西方美学理论和流派之一。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流行于西方许多国家。主要代表有德国的里普斯、谷鲁司，英国的浮龙·李，法国的巴希等。这一理论同浪漫主义主张伸张和解放自我，把想象和情感提到首位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有承袭关系，它以审美活动中的移情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移情指人把自己的情感移入自然界或无生命对象中，使之具有人的情感和生命的现象。移情现象在语言、神话、宗教和艺术的起源里以及原始民族形象思维中到处可见。早在古希腊时代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们就已注意到这一现象。17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18世纪意大利的维柯推进了这一研究。19世纪中后期，关于移情的思想逐渐形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美学学说并在西方美学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产生广泛影响。其先驱是德国费希尔父子。F.费希尔把移情作用称为“审美的象征作用”，即对象的人化；它介于神话和宗教迷信的象征作用与寓言的象征作用之间。其子R.费希尔则在这个基础上，把“审美的象征作用”改称为“移情作用”，认为在移情现象中，物我互相交融、渗透，这是审美活动的最完满的阶段。移情说的最重要代表是里普斯。他把移情说作为自己美学理论的基础，界定了审美移情作用所具有的三方面的特征：（1）审美对象不是与主体对立的事物的存在或实体，而是一种受到主体灌注生命的有力量、能活动的形象；（2）审美主体是观照的自我；（3）主体和对象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这三方面互相联系不能割裂。还认为美感是在感性对象中感觉到的自我价值感。后谷鲁司、浮龙·李和巴希等发展了里普斯的观点。谷鲁司的“内模仿”说是移情说的一个变种。他把游戏和模仿看作人的本能，认为审美活动和游戏与模仿活动联系在一起。审美的模仿并不外现于筋肉动作，而是一种“内模仿”（Innere Nachahmung）。内模仿侧重由物及我（与里普斯侧重由我及物的观点有所区别）。浮龙·李的看法接近于谷鲁司，但她更侧重内模仿中情绪反应所涉及的内脏器官感觉。巴希追随费希尔父子和谷鲁司，认为美感主要是一种同情感。移情说是一种心理学美学，又具有实证的经验主义色彩，对于改变德国古典美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开拓“自下而上”的现代西方美学的新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内模仿说
 （theory of inner imitation；innere Nachahmung）　德国谷鲁司在《美学导论》（1892）一书中提出的有关审美活动的理论。认为模仿是动物和人类的最普遍冲动；在审美活动中，这种模仿表现在审美主体只在内心模仿外界事物的精神或物质特性，在内心感到有一种运动过程，但并不外现，不像普通知觉模仿那样实现于筋肉动作，而只是一种内模仿。认为内模仿是一切审美欣赏的核心。在审美欣赏中，由于内模仿的运动，主体的心灵便会产生一种自觉和主动的幻觉，把自我变形，投射到对象中去，使主体与对象融为一体，同情地分享旁人的生活和情绪或者外物的姿态、运动。“如一个人在看跑马，真正的模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但不愿离开他的座位，而且他有许多理由不能去跟着马跑，所以他只心领神会地在模仿马的跑动，在享受这种内模仿所生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最纯粹的美感的观赏了。”（《动物的游戏》）内模仿实际上是一种移情作用，与里普斯偏重由我及物不同的是它偏重于由物及我。谷鲁司后来对内模仿说有所修正，指出依存于外物形式的内模仿的同情震动，不是一切美感经验的主要特征和美感的唯一源泉。恬静的观照虽然没有内模仿，也可以获得美感。谷鲁司的“内模仿”说与他的“游戏练习”说有内在的联系，认为在一般的审美活动中游戏和内模仿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审美活动中的游戏是一种“内模仿的游戏”。“内模仿”说，从一个侧面补充了里普斯的移情理论，成为“移情”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广泛影响。


游戏练习说
 （theory of exercise through play）　德国谷鲁司在《动物的游戏》（1898）和《人类的游戏》（1901）中提出的关于艺术的游戏本质的理论。认为动物和人类的游戏不是与实用生活无关的活动，而是动物和人类为生活而作的一种“准备和练习”，就如小猫玩抓纸团的游戏是为了练习捕鼠，小狗玩翻打戏弄的游戏是为了练习狩猎，小女孩玩喂木偶是练习做母亲，男孩玩打仗是练习战斗本领。游戏实质上是一种生活的练习或预演。游戏是出于动物和人的本能，艺术正是由这种游戏本能所产生。人类的游戏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也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这是游戏活动向艺术活动过渡的内在根据。人类游戏在低级阶段，只是遗传的本能冲动的满足，在较高级阶段则具有从力量而得到的快感和“自我炫耀”的快感。艺术活动产生在游戏的高级阶段，并总是像游戏为了“练习”一样带有外在的目的，如为了显示艺术家在精神方面比同类人优越等。认为艺术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模仿性的游戏，但这种模仿是一种内在而不外观于筋肉动作的“内模仿”。晚年，谷鲁司进一步用亚里士多德式的“宣泄”说来补充“游戏练习”说，认为本能活动伴随着情感，本能得到满足，伴随的情感也就得到发泄，否则，情感淤积，就会有碍身心的发展。游戏的作用就在于使本能得到满足，使情感得到宣泄而不致淤积为患。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游戏，也同样起到这样的作用。此说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斯宾塞和朗格的游戏说的非功利、无目的的偏向，看到了游戏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但却错误地把艺术的本质与起源完全归结为游戏。此说同席勒、斯宾塞的“游戏说”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情的象征主义
 （sympathetic symbolism；symbolisme sympathique）　法国巴希在《康德美学批判》一书中提出的理论。他深受德国费希尔父子的影响，认为审美情感所具有的各种特点几乎都可归结到同情，“审美的感情，主要存在于对事物的同情的行为中。这种同情，首先是对事物的外观的同情”（引自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审美的同情在本质上是一种象征作用，当人们对对象发生同情时，就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灌注入对象，把它人格化，与对象融为一体，使对象的形象成为人的主观思想感情的象征。同情的象征主义以联想为前提，但不完全归结为联想作用。同情的象征作用所产生的愉悦是审美经验的最本质的特征。巴希所说的“同情的象征主义”与费希尔的“移情作用”和谷鲁司的“内模仿”意思相同。“同情的象征主义”理论是移情说在法国的变种，对于移情说的传播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直觉即表现
 （intuition as expression）　意大利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的核心命题。在《美学原理》（1902）一书中提出。认为直觉就是见到一个事物时，不假思索、不审意义，心中只领会该事物的意象这样一种认识活动。它是全部心灵活动的基础，是认识的最初阶段；它可以不依赖于概念赋予无形式的物质以形式。直觉活动能创造出表现人的主观感情的个别意象，“能表现所直觉的形象”，直觉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表现所直觉到的东西。反之，表现也总是一种直觉，是赋予所直觉到的东西以形象形式，“无论表现是图画的、音乐的，或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它对于直觉都绝不可少；直觉必须以其一种形式的表现出现，表现其实就是直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美学原理》）。每个直觉同时也就是表现，直觉与表现不可分开，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一切直觉所表现的都是主观的情感，故都是抒情的表现。直觉即表现这一命题是克罗齐全部美学的出发点，他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直觉即艺术、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直觉的表现、美即成功的表现、语言也是表现因而语言即艺术等一系列表现主义观点，构筑起他完整的美学体系。


线形运动说
 （theory of movement of lines）　英国浮龙·李在《美与丑以及心理学美学中的其他研究》（1912）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追随里普斯，批评谷鲁司的内模仿说对美感所作的生理的解释，但又认为在审美活动中，主体生理的变化和线形的组合相呼应。为了消除这种矛盾，她提出了“线形运动”说。线形指各种对象形式的组合，“线形运动”指主体通过审美移情作用赋予“线形”的运动感。认为谷鲁司“内模仿”说只涉及“人物运动”（human movement），但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必然会产生不同于“人物运动”感觉的“线形运动”感觉，必然“把我们生命的各种形态，把我们的运动、欲求、意图、意志和性格，归因于各种线条和音调的组合”（《美与丑》）。“人物运动”与“线形运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具体的，如跌倒、拥抱等，后者是抽象的，如平衡、曲折等。在移情作用中，主体模仿的是线形运动，而不是人物运动。模仿线形运动对身体组织产生的是快感还是不快感，是判断对象美丑的标准；模仿人物运动则与实际运动中所产生的筋肉感觉在性质上一致，它不能判断对象的美丑；线形运动的模仿是移情作用的必要条件，人物运动的模仿则产生在移情作用之后。在移情过程中，“我们赋予线条的，不仅是平衡、方向、速度，而且还有投掷、抗拒、紧张、感情、意图和性格。”（同上书）“线形运动”说对移情说美学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朗斐尔德（H. S. Langfeld）在他的《美感的态度》中采纳了这一观点。鲍桑葵则在《美学三讲》中批评此说过分看重线形。


心理距离说
 （theory of psychical distance）　英国布洛在《作为艺术要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1912）中提出关于审美和艺术本质的理论。认为现实中存在着“实际空间距离”和“重现空间距离”两种概念，但在审美态度中却存在着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是一种不同于实际空间距离的内省的发现。它介于我们自身和我们对事物形成的感觉、知觉、感情、观念等感受之间；是一种非理性的带有浓厚感情色彩和个性特征的人情的关系。它把人导向对事物作非功利性的欣赏：即摒弃了人们对待事物的实际态度，又使人的经验得到精炼，使人对事物采取一种非实用的但又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这种心理距离就是一种审美原则，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环节。距离太近会造成粗鄙的自然主义，近乎功利关系；距离太远会导致空洞不切实际的荒唐关系。在审美态度和艺术创作中必须根据不同的个性和习惯尺度以及不同艺术的要求来调整距离。高雅的艺术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使其有艺术的光彩，消遣的艺术则要缩小距离。“心理距离”说对现代西方美学各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艺术的文化形式
 （cultural forms of art）　德国卡西勒把艺术归结为符号形式的理论。认为艺术是由部分构成整体的结构，它需要有形式的安排，该形式即是一种符号的世界。美在活生生的形式的领域，不是在直接的事实性之中，它与人类的心灵有联系，但如何从心灵出发创造美则可有不同的看法，如从自然界引出美来与否认艺术美和自然美有任何联系就是相反的观点。美生活在诸空间形式的节奏之中，生活在各种色彩的和谐和反差之中，它专注于动态的形式。认为艺术保留一切事物的丰富性质与内容，不采取概念说明问题的态度，也不采取实用的态度。它通过感觉，但不是寻常的感觉，而是心灵的创造，达到更有生命力、更富色彩、更活泼的实在。


美的构造论
 （contextualism）　美国佩珀提出的美学理论，是其世界假说的四个根隐喻之一。认为“美”并非是一个自在的客体，而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艺术品可分为“物质的艺术品”和“审美的艺术品”，前者是由物质的连续性或紧密性所产生的作为客观存在的刺激物，后者则是经过接受者、鉴赏者的审美感知而达成的，因此艺术品是由物质的艺术品、被物质的艺术品唤起的审美知觉、审美的艺术品三要素构成。认为只有这三要素的结合，才构成艺术品的真正内涵，才是真正的美的形成。该理论的第一层含义：艺术和美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是在审美主体的鉴赏、评价中建构形成的。第二层含义：某个艺术品是一个连续的，并常常是物质的客体，而鉴赏者是一种精神，鉴赏者对同一艺术品的反复鉴赏产生的一系列知觉的总和也就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品，艺术和美作为审美对象和审美价值是出于审美关系中的，是一系列审美知觉与评价的总和，而非单一的客体。该理论强调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价值，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在审美活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性欲升华说
 （theory of sexual desire sublimation）　奥地利弗洛伊德运用其精神分析学理论解释艺术的本质和功能的学说。弗洛伊德把性欲看作人类成就的最深层的根源，认为“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的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人的被压抑的性本能和各种欲望借助于两种方式得以转移和释放，一种是比较低层次的转移，如梦的形式；另一种较高层次是“升华”为人类文明的各种形式，即改变目标及对象为一种更富有社会价值的东西。文学艺术就是这种性欲升华的结果，是人的性本能的替代性满足，受压抑的欲望的一种缓解。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性欲的“升华”形式，精神分析学分析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就是透过艺术作品的表层形象，寻找作家个人生活与创作活动中的最隐秘、最深层、最原始的本能。据此，弗洛伊德对文学史上的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生活和艺术中的奇特现象作了精神分析学的独特解释。从“性欲升华”的功能角度来看，艺术作品不仅可以使艺术家受抑制的愿望和本能得到缓解或满足，而且对于接受者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艺术家的第一个目标是使自己自由，并且靠着把他的作品传达给其他一些有着同样被抑制的愿望的人们，使这些人得到同样的满足和发泄。这也就是另一意义上的“升华”。


心理分析美学
 　❶即精神分析美学。❷特指荣格为代表的美学。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其体系被一些人称为分析心理学或心理分析学。与精神分析学有别。


同形说
 （theory of gestalt）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理论之一。美国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提出。认为力的结构是艺术表现性的基石，具有一定的力的结构的艺术品之所以会具有表现性是因为人的生理历程与意识历程在结构的形式方面彼此完全等同，即“同形”。同形说是阿恩海姆解决艺术本源问题的基石，认为：艺术品中存在的力的结构可以在大脑皮层中找到生理力的心理对应物；外物的力的结构之所以与大脑皮层生理结构一致，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服从共同的组织规律，即格式塔心理学所推崇的完形趋向律；艺术表现性的最终原因就在于艺术品的力的结构与人类情感的结构是同构的；审美欣赏使艺术作品的力的结构与主体情感结构的一致性得到具体实现。同形说解释了艺术表现性的最终根源，也解释了审美欣赏过程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构成阿恩海姆审美理论的基础。


美学取消主义
 （annihilation of aesthetics）　分析美学理论观点之一。由美国韦兹（Morris Weitz，1916—1981）、肯尼克、麦克唐娜等倡导。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否定美具有同一本质的思想，通过语言分析对传统美学一系列基本概念进行重审，以揭示这些概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因而确证传统美学是建立在语言的误解之上的，由此批判传统美学对于艺术统一本质的寻求，即“美的形而上学不可能”，认为“美”这个词只能给美学造成混乱；否定艺术和美的可定义性，也否定艺术批评标准的普遍适用性，强调艺术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只具有相似性，从而在根本上挖掉了传统美学赖以存在的基石，根本否定了美学存在的合法性，走上了美学取消主义道路。


文学原型论
 （archetypal literary criticism）　加拿大N．弗莱原型批评美学理论。他把心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移到文学领域，认为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较稳定的结构单位，它们以意象、主题、人物、情景等多种形态，在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作为象征或象征群反复呈现，形成并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并借助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使大多数人依靠约定俗成而得到理解。一部作品包括一个由意象组成的叙述表层和一个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认为贯穿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叙述结构原则是三种原型模式即古代神话模式、传奇模式和写实模式。神话原型是最早和基本的文学象征模式，传奇模式和写实模式则是它的置换变形。神话原型是“一个整体的隐喻世界，其中每一事物都暗中意指其他事物”；传奇原型是神话向人的方向的置换变形，其特点是由隐喻转向明喻，“神话中可以用隐喻表达的东西，在传奇文学中只能用某种明喻的形式表达”；写实原型是对传奇原型的进一步置换变形，“是一种不明显的明喻艺术”。神话传奇写实的演进线索由比喻的结构原则贯穿其间，基本动力是原型模式的不断置换变形。西方文学史就是原型演变的发展整体。


文学循环发展论
 （theory of cyclical movement）　加拿大N．弗莱提出的原型批评美学理论。弗莱由神话的两个对立的隐喻世界出发，推导出五种原型的意象结构，即启示的意象、魔幻的意象、天真类比的意象、自然与地理类比的意象和经验类比的意象，五种意象经历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转换运动，“过程的基本形式是循环运动：盛与衰、劳与逸、生与死的交替发生都是过程本身的韵律。”从五个原型意象结构的分析中，他还概括出了神明世界、天体中的发光世界、人类世界、动物世界、植物世界、文明社会、水的象征等七个意象范畴，并分别从叙述的动态转换角度分析了它们的循环运动特征，即七种主要意象都呈现循环结构，首尾相接，而且“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如同一年分四季、人生四阶段等，认为这是整个宇宙的循环形式。“传奇的、悲剧的、戏剧的、反讽或嘲弄的”文学四种叙述结构的循环，与四季循环变化的过程相一致，从而把文学的发展与人的生命过程和自然界的四季更替相对应。


荒谬说美学
 （aesthetics of the absurd）　存在主义美学理论。认为荒谬感是人对于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其根源在于人对幸福和理性的呼唤与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由此出发，认为艺术的本源在于模仿存在，揭示现实生存中的荒谬；反对将艺术和哲学对立起来，提出艺术从来就是形象的哲学，强调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属于人是美学的基本规律；艺术创造作为一种荒谬的创造，要求反抗、自由和多样性。该学说充分肯定人的自由本质，突出美学的批判性，较为辩证地处理哲学和美学的关系，同时也流露出找不到出路的生存绝望感。主要代表有法国的萨特和加缪。萨特认为，实际存在的世界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一片混沌，一个巨大的虚无，是偶然的和荒谬的。实际存在的世界中并没有美的存在，美只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中。加缪认为艺术作品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艺术的本源就在于模仿存在，揭示荒谬。


艺术生产论
 （theory of artistic production；Produktionstheorie von Kunst）　德国本雅明关于艺术创作和发展的理论。在1934年发表的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提出。认为艺术创作与物质生产都是一个生产过程，依循着同样的生产规律。该理论源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本雅明认为，在艺术生产中，艺术家就是生产者，艺术品就是商品，而艺术创作技巧则组成了艺术生产力，一定的创造技巧代表了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艺术生产者与艺术品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决定人类艺术活动特点与性质的就是艺术生产力与艺术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人类艺术活动中，当艺术生产力与艺术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艺术上的革命就会发生。这一理论是本雅明考察现代艺术实践所依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学中具有深远影响。


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theoretical anti-humanism）　法国阿尔都塞提出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认为马克思从意识形态到科学这种认识论上的断裂意味着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力量彻底决裂，意味着马克思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也意味着他与青年马克思所谓“理论上的人道主义主义”的决裂，因此，必须公开提出马克思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认为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反对从人的本质的思辨中引申和演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并未将生产关系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认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该观点的核心是强调马克思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作为人道主义的对象，承认其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但不承认它能提供科学认识的理论，认为马克思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反对把人道主义视为理论。该观点是以结构主义方法论解读马克思的结果，但将科学性与主体能动性对立起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知识考古学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archéologie du savoir）　法国福科提出的从非连续性阐明一个时期中各种学科的话语的规律的理论。反对把观念的历史看成主体的、整体的、连续性的历史，认为应该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发掘观念的非连续的、片断的同时性结构，并说明结构中的转换与断裂。由考古学方法发现的结构表现为各研究领域的话语，话语是无主体的、匿名的。它由许多具体的陈述构成，各陈述构成一个网络。各陈述之间存在着分歧、矛盾、漏洞，并相互发生联系与转换。话语作为一个方面的知识而具有其确实性，并构成一种作为记载的规则性。知识考古学描述这种非连续的一方面的知识的规则，并对同一时期的不同话语作比较分析，揭示其陈述、确实性、记载之间的异同，但并不对它们进行统一，而是保持其分歧，并从分歧中找出其形式关系。具有如下解构性质的原则：（1）它力图界定的不是在话语中隐藏或揭示的思想、形象、主题，而是那些话语本身，那些遵守一定规则的作为实践的论述。它不是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是一种描述性的学科。（2）它致力于话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沿着话语的外部边缘追踪话语，以便更为清楚地确定它们。换言之，就是对话语方式作差异分析。（3）它不关心作品的作者，它既不是创作的心理学，也不是创作的社会学。创作主体对考古学来说是不相干的。（4）它不是通过在已知事物本身中找出这些事物的方法来重复它们，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深处的回归，而是对某种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实际上是一种重写或改写。知识考古学就是要打破人们把历史看成是重复不间断的观点，让人们在不断变化的间断性中去分析历史，用被遗忘的边缘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权威。


交往合理化美学
 （aesthetics of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德国哈贝马斯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造成了人性的全面异化，导致人成为物化的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整个社会出现合法性危机。主张用“社会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来改造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即要求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行为主体之间进行诚实交往和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一致。在美学上，认为大众文艺和文化工业导致了交往行为的片面化和非合理化，现代艺术打破了传统艺术的“光晕”，包含着惊颤、怪诞等的现代性审美体验以及“寓言”手法的应用，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反叛和挑战。现代主义批判了传统理性和现代艺术的主体性，但是它那种断裂、破碎的非理性艺术也无法深入到日常生活实践中，最后只得求助于现存资本主义的物化、消费主义和官僚制度。认为文学艺术活动是个体性的活动，它能帮助个体与自我建立自我认同的主体性，能够把作者与读者、个体与公众连接起来，激发出分散主体的潜在交往合理性，成为建立主体间性的合理关系的最好中介，从而完成使分裂的现代性统一起来的历史使命。


文化唯物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英国威廉斯创立的美学理论。主张通过对文化的分析和描述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思想，而人的创造行为贯穿于从精神到物质的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完整方式——文化中，因此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自我创造活动中最重要的实践方式和最高的文化形式，是全部人类创造活动的完整体现，文学艺术活动参与了改变、创造现实社会关系的活动，具有最终的交流性和社会性。认为文学艺术是以个人体验方式表达人类的共同经验的最佳的“情感结构”，把握文学特征进而把握整个社会和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对于情感结构进行文化研究和批评。文学艺术的文化结构就是规范文艺的规则系统，包括特定时代的文化结构和超越特定时代的文化结构，对于文学艺术进行文化结构分析要总体与具体相结合、普遍结构分析与各构成部分的可变性、不变性相结合。认为现实主义是描述某些写作方法和态度的一种方式，在对现实主义历史地位演变的考察中坚持以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据。


阅读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reading）　德国伊瑟尔的美学理论。主张把阅读过程作为文本与读者之间一种关系来把握。认为文学作品艺术的一极是作者的文本，审美的一极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是在阅读过程中动态地构成，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才产生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一个召唤结构，包含了许多空白、空缺和否定因素，共同构成激发读者创造活动的潜在动力，文学文本的召唤性与读者再创造之间的双向交流关系称为“隐含的读者”，即一种可能出现的读者，它受制于文本结构，又实现着文本潜在意义的多种可能性。就阅读过程来说，读者的阅读行为把文本的不同阶段（按时间先后出现的句子）结合在一起，这一期待与回顾交织运动的过程导致审美维度的形成，又进而将文本转化为读者的经验和新的期待视界。在阅读的“完形”过程中，读者不断打破超越阅读时的前观念而获得新的审美经验，最终实现读者自我的提高。该理论将阅读作为可能的意向性行为内在于文本而与意向对象一体相关，在现象学的视野中研究读者阅读行为，并上升到现象学描述的高度，对英美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


艺术习俗论
 （theory of art convention）　又称“艺术惯例论”。美国迪基关于如何界定艺术范畴的理论。迪基不同意维特根斯坦等人认为艺术无法加以界定的主张，认为艺术是可以加以界定的，主张以艺术习俗（惯例）来界定艺术。他对艺术习俗作了这样的界定：“它由戏剧、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各种艺术门类系统所构成，而每一艺术门类都具备那种能授予客体以鉴赏资格的习俗（惯例）的背景。”（《艺术与美学》）。认为艺术在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种种艺术习俗，而且“我们已经懂得了那种支配艺术作品特征和鉴赏的习俗，并且也已经能把这种习俗看做一种默契的尺度”（《艺术与美学》），我们在很多时候用以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标准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默契与惯例。认为作为习俗的艺术世界既包含约定俗成的惯例，也包含已经习俗化了的一切艺术活动的参加者。艺术世界在习俗惯例的水平上维持职权，其根本作用是在它的每一个子系统中为将艺术地位授予对象提供一种习俗背景，这样，艺术习俗论就进一步发展为艺术授予说，对象是否艺术作品取决于作为习俗的艺术世界是否授予其作为艺术品的地位。该理论强调了艺术的社会文化性和历史性，但其自身内部又充满了矛盾。


艺术授予说
 （the conferring of the status of art）　美国迪基提出的关于界定艺术品的理论。认为艺术世界既包含了约定俗成的艺术惯例，也包括被习俗化了的艺术活动参加者，因此界定某一对象是否艺术品，取决于作为习俗的艺术世界是否授予该对象作为艺术品的地位。即一个东西是否是艺术品，主要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于艺术系统和艺术家的解释，在于艺术家运作的“授予”活动。授予活动可以由大批人进行，也可由个人进行。该理论突出了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主观任意性倾向。


解构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deconstructionism）　耶鲁批评派的美学主张。总体特点是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其目标是推翻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传统，对久已公认的善—恶、本质—偶然、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言语—文字、自然—文化、文学—哲学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解构。各人尽管有不同的倾向，但基本出发点和追求目标与德里达的主张基本一致：（1）否认文学文本具有确定的意义，它可能具有互不相容的多重解释，寻找“原初”意义的做法是荒谬的；（2）强调阅读行为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阅读很大程度上就是“误读”；（3）强调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不一致，认为在文学文本的语法与修辞、字面义与隐喻义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和张力；（4）否认读者与作者通过作品为中介的可交流性；（5）把批评本身也看成一种创作，消弭了传统观念中固有的批评—创作的界线；（6）抹煞文学与非文学的传统界限，彻底推翻传统的美学规范。其基本操作手法是从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细枝末节处入手，“发现被研究系统的非逻辑因素，被质疑的文本中豁然开朗的线索，或那将导致整个大楼坍塌于一旦的松落的石块”（《斯蒂文森的石头和作为治疗术的批评》）。解构主义美学重新审视语言的表意功能，以差异来替代西方思想史上历史久远的形而上学传统。它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西方知识分子在不能用革命手段推翻物质的社会结构之后转而从语言入手推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迎合了后工业社会中人文意识的重新崛起的需要。但解构主义美学由于其非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倾向，也遭到传统经验派和理性主义美学家的批评。


修辞学阅读理论
 （theory of rhetorical reading）　美国文学批评家德·曼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认为语言的典型结构不像传统语言学所说的那样是表现或指称表达（意义）的结构，而是一种修辞结构，一切语言都有修辞（隐喻、象征等）的特性，因而一切语言都有欺骗性、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因此，文学阅读中完全可能存在着两种以上无法调和，甚至相互消解的阅读。认为文学文本中语言的修辞性使其语法与修辞、字面义与比喻义、隐喻与换喻等之间永远处于一种自我解构的运动中。由此，文学阅读因语言的修辞性而成为“阅读的寓言”。对隐喻模式的解构使该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文本系统所取代，因此，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即从语言修辞性角度彻底消解了文字与非文字、小说语言与推论语言之间的界限，使得一切文本因语言的修辞性而呈现出互文性特征。该理论以探讨语法以及传统修辞的结构为出发点，通过研究修辞在文本中的运作方式推翻使文本意义达到单一性或整体性的效果，由此完成其文学解构的任务。


感受文体学
 （affective stylistics）　美国文学批评家费什（Stanley Fish，1938—）提出的美学理论。该理论提倡一种读者反应批评方法，即“把读者当作一种积极地起着中介作用的存在而予以充分重视，并因此把话语的‘心理效果’当作它的重心所在的分析方法”。认为，文本本身不提供意义，意义来自读者的阅读感受，读者是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句子的意义是读者的阅读事件，是一个阅读经验的时间流，是读者在阅读中不断体验和反应的过程。他把读者阅读时对于作品的反应和经验称为“意义经验”，读者反应批评就是对于“意义经验”的分析。读者的感受和经验虽然是个人的主观反应，但同时又受“能力模式”和“语义能力”制约，所以阅读反应不是任意的，它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以及可描述性。读者也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一种理想的读者或“有知识的读者”，实质是批评家自己，因此，在抛弃了对于作品的价值判断之后，文学批评也就成为对于批评家的阅读感受和体验的忠实地描述。该理论对于传统阅读理论重视文本忽视读者的偏颇是一个有益的反拨，但对于读者地位的过分强调也使其走向极端化。


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理论
 （psychoanalytic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美国霍兰德的文学批评理论。霍兰德早期提出了文学反应动力学的文学批评理论，主张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构成的结构中，系统考察文学反应。随着对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的理解，他开始尝试建构仅以读者反应为中心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理论。认为文本不具有任何意义，阅读所获得的意义是由读者完成的，也即是读者最终完成了艺术作品。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出现于头脑中的“恋母情结”，是阅读的结果而非原因。该理论区别于其他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之处在于，认为阅读所产生的意义源自读者婴儿时期形成的“原始本体”，即每一个体在婴儿恋母（父）阶段，被培育并发展起来的属于个体的最为内在的存在方式。对文本的阅读实质上是按照这种原始本体来欣赏自己。后天经验对“原始本体”的影响只是部分的。认为文学阅读的过程是读者通过“防御”（文本和读者自身所拥有的拒绝塑造的机制和能力）、“期望”（文本提供的核心幻想将读者带回到早期婴儿的体验中）、“幻想”（读者从自身投射外部世界、文本中的东西）和“轮换”（赋予作品超越时间的意义）最终达成对文本的接受，从而将自己的“原始本体”最终转化为某种同审美、伦理或宗教等相关联的意义系统的过程。该理论融合了精神分析批评、解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美学、文学批评理论，在美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后现代精神分析美学
 （aesthetics of postmodern psychoanalysis）　美国霍兰德从精神分析学角度探讨文学和美学的理论。认为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人文学科找到了一个普遍的潜意识基础。精神分析学的发展经历了“前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三个阶段，后现代已经义无反顾地转向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后精神分析是一门解释学科，是解释本身的艺术。认为本体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它蕴含三层基本意思：我们在适应或赞成第一位哺育我们的人时所获得的风格；这一风格是所有未来成长的母体，即是个人一切日后体验的本体之最内层的核心；维持原本体需要是人的最深刻的动机。这一理论推翻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消除了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对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所作的那种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文学是核心幻想的转化，作家的幻想唤醒了潜伏在读者记忆里的最初的那些强烈的幻想与快感，再次创造了一个处在哺乳期中尚未分化的自我，读者吸收并陶醉于文学体验，明知其假而宁信其真。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种快感，还包含更高层次的审美情感。文学的意蕴就是作品中的无意识的幻想的转化或升华，或向下朝我们心理生活的黑暗、隐晦、原始、肉体的部分发展，或向上朝着社会、理性、道德和宗教的意义展开。认为文本自身没有任何意义，意义只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读者和艺术家共同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读者将意义投射进作品。读者在内化文本符号的过程中，必须通过重新创造作者的核心幻想，将自己的个性与作者的个性结合起来，才能使文本和自我在创造性阐释中得到新生。


折中主义解释学美学
 （eclectic hermeneutical aesthetics）　美国马戈利斯的美学理论。认为对艺术文本的理解具有两个层次，一是描述的层次，一是解释的层次。在描述的层次上，艺术文本纯然是由作者所创造的独立自在的对象，它不受理解者任何主体条件的干扰；在解释的层次上，对艺术文本的理解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对于艺术文本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排除其他解释方式，只要与被解释的文本有某种联系的解释都可以视为合理的。认为艺术作品是经过培养的知识性劳动产品，包含了艺术家的审美构思，正是这种审美构思证实了一件艺术品的存在。研究“作品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解释者所面对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对于作品是什么的理解要和欣赏者的解释结合起来，而解释又具有多元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作品具有统一的与一致性的意向，这种意向体现在作品结构中，通过作品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并为读者所把握。该理论对传统方法论解释学和本体论解释学的折中调和造成了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对话理论
 （theory of dialogue）　苏联巴赫金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语言特点时阐述的理论。巴赫金把对话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语言的分析摆脱了研究语言的普遍逻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语言的大类和细类异常纷繁复杂，占优势的是双声语，尤其是形成内心对话关系的折射出来的他人的语言，即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隐蔽的对话体。在传统的“独白”型作品中，不同的语言类型无论怎样的被作者所配置，迟早总要汇合成一个语义中心，汇合成一个人的思想，多种语气要聚合于一个声音之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多种声音并存，并大放异彩，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语义中心，不构成某种统一的独白语，不受制于某种统一的风格和倾向。作品中大量的独白总是在自我表现中把自己和盘托出，都是主人公以别人对他的感觉和评价为背景的，“我眼中的我”总是以“他人眼中的我”为背景，主人公的语言总是受别人议论他的语言的影响，这种独白也都可以扩展为对话，它们是两种对话融和的产物。同时，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也完全被对话化了，作品中的人是交谈的主体。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描写主人公与他人的交际的对话的相互作用，来完成以揭示“人类心灵的隐秘”为“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的任务，揭示“人身上的人”，揭示自己和他人。对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话本身就是行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有不可完成性。这种对话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情节性的对话，它是超情节的、开放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叙事学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小说形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巫术说
 （theory of magic）　又称“魔法说”。艺术起源理论之一。主张艺术起源于人类巫术礼仪、图腾崇拜、宗教祭祀等活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原始文化》（1871）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巫术起源的理论，认为“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古代的野蛮人让这些幻想来塞满自己的住宅，周围的环境，广大的地面和天空。”由此产生了原始人所奉行的交感巫术。后弗雷泽在《金枝》中对古代原始部族的祭祀、巫术及宗教进行了考察，系统地提出了图腾崇拜之起源的理论。以后又有许多人类学家也都进行过这方面研究。赖纳许（Salomon Reinach，1858—1932）在前人所进行的对原始民族巫术和宗教活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巫术与艺术的起源的关系。认为原始艺术起源于狩猎巫术，它是作为一种能控制狩猎活动的实践手段而发展起来的，其目的在于保证狩猎的成功。因此，艺术是一种被深思熟虑过的祈求手段。吉德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把巫术说运用于绘画领域，认为“连续不断的对动物轮廓的探索所达到的熟练中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原始人想通过这种图形来“达到对他所垂涎的动物在巫术意义上的占有”（《永久的呈现》）。韦尔特菲什（Gene Weltfish，1902—1980）在考虑了“艺术与工艺性生产的密切关系”之后下结论说：“艺术并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见发生的，而是作为一种手艺高超并使人愉快的一种公共的宗教仪式（Celebration）而发生的”（《艺术的起源》）。俄国普列汉诺夫不仅以北美红种人的“野牛舞”为例，认为原始宗教活动也是促进原始艺术产生的“因素”之一，而且还把这种巫术说作了符合唯物史观的解释，指出：“如果原始宗教具有社会发展因素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完全植根在经济之中。正因为如此，那些表明艺术往往是在宗教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一点也不能破坏唯物史观的正确性”（《没有地址的信》第四封信）。巫术说自19世纪末以来广为流行，在近代美学史上影响很大。法国和西班牙等地许多史前洞穴壁画的发现，为这一学说提供了大量历史论据。它们被发现于人迹罕至的洞穴深部，环境极为窄小，漆黑一片，作画显然不是为了观赏；有些岩壁上，往往在同一块地方被一画再画，形象重叠十分严重，有人认为，这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在这里作画确实收到了祈祷的效果；很多画面所表现的往往是被猎人击伤的动物，这也说明画像的祈祷性质。巫术说对原始艺术的产生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提供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论点和论据。但巫术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和巫术产生的心理依据，尚待进一步的研究，方能科学地揭示艺术起源的根本原因。


魔法说
 　即“巫术说”。


本能说
 （theory of instincts）　艺术起源理论之一。主张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物本能。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已有论述，指出：“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诗学》）他的模仿说正是建立在这种本能说的基础上。后德国康德、席勒、斯宾塞则认为人类高于动物之处在于人天生就有游戏的本能，动物把全部精力用于维护个体和物种生存的活动上，人却还有“剩余精力”来从事游戏，这便是艺术产生的原因。芬兰学者希尔恩在《艺术的起源》中认为，人类有表达情感的本能和冲动，于是便产生了艺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通过对大量事例的论述，认为一般动物与人类一样都具有审美活动和审美感觉的能力，甚至还说：“试就极野蛮诸人所赞赏之恶劣装饰品及恶劣音乐判断之，可信彼等审美能力之发达乃不及某些动物。”（《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一部第一分册）把原始人所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降低到动物本能的水平。奥地利弗洛伊德提出，人有一种本能的欲望，其中最强烈，并且最容易冲动的是性欲。由于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求欢乐，性的冲动就成为人类艺术创作的内驱力。本能说否定了艺术的意识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否定人的意识的作用，把艺术的起源仅仅归结为人的本能，也就否定了艺术的社会性。本能只是艺术的动力之一，而不是艺术发生的真正动机。


表现说
 （the expression theory of art）　艺术起源理论之一。主张艺术起源于人的内在情感的表现。在西方，此说与“模仿说”相对。德国赫尔德认为，一切美都是“表现性的”，因此有的形式对观照者只有作为内在生命的表达加以表现时才是美的。施莱尔马赫认为，一切艺术始于内心感动，而止于表面形成，其本质始终存在于创作者与享受者的心理过程中，艺术的普遍原理可从感动求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说：“一般说来，诗可以理解作‘想象的表现’，语言、姿势，乃至塑像的或绘画的模拟，不外是事物以及野蛮人对事物的理解两者结合而成的表象罢了。”这些观点已显露出表现说的端倪。最早正式提出表现说的是法国魏朗（Eugenc Véron，1825—1889）他在《美学》（1873）中把艺术界定为情感的表现，认为艺术的价值全在于它表现情感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伟大的艺术是伟大灵魂的回声，这是艺术与科学的主要区别。俄国托尔斯泰在《艺术论》（又译《什么是艺术》，1898）中对魏朗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如果只表现情感而不传达情感依然算不上艺术，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康定斯基则从绘画角度系统地论述了表现说，认为艺术作品的内在的因素是艺术家灵魂中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力量激发观众同样的感情，在构图中要显示的东西不是推敲，而是感情。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表现说开拓了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对探讨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扩大艺术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寻求新的表现手段有积极作用。它对浪漫主义艺术的发展、对现实主义的演变、对近代美学和艺术尤其是现代派艺术的发展影响很大。表现主义美学和艺术与表现说有更直接的继承关系。


符号说
 （theory of symbol）　艺术起源理论之一。主张艺术起源于原始人用来表示某种含义的符号，艺术形象是一种符号体系。美国史前考古学家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1928—2004）对旧石器时代骨器刻纹进行研究后认为，人类最早的刻画符号是原始人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其中所看到的动物或人的形象是作为符号并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关系中被制作出来的。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动物形象的现实主义风格，包括它们的性别、年龄、行为和季节特征，都暗示出这种仪式常常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的。德国人种学家斯坦恩从文字学上进行考察，认为德语zeichnen（绘画）就是来源于zeichen（符号）这个词，因此以传达消息为目的的符号就早于绘画。俄国普列汉诺夫也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人类从有用的观点对待事物，是先于从审美的观点对待事物的态度的。20世纪中叶从符号说中发展出一个专门的美学学派，德国卡西勒在《人论》中提出了“艺术可以定义为一种符号的语言”的观点，后经美国苏珊·朗格充实、发展，形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符号论美学体系。


象形说
 （theory of pictograph）　艺术起源理论之一。主张艺术起源于人类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活动。原始人在集体活动中，往往描摹各种事物的形象作为符号，以此来适应各种各样的实用需要。豪塞尔指出：“就视觉艺术的起源而论，它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它们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显著的写实风格和几乎毫无例外的‘再现性特征’。”（《艺术史的哲学》）哈登（Alfred Cort Haddon，1855—1940）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艺术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信息传达、繁荣和宗教阶段。在信息传达阶段上，象形文字和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霍贝尔（Edward Adamson Hoebel，1906—1993）进一步指出：“所谓的画卵石（painted pebbles）上的形象实际上是书写系统的一种萌芽状态。”（《原始世界中的人们》）俄国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用唯物史观作了解释，指出：原始人为了“生存斗争”的需要，往往用各种“绘画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见闻，“表达和交换自己的思想”，由于快感意识的作用，绘画艺术也就“从以传达消息为目的的记号阶段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形态。这种象形符号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和经济特点是紧密结合的。


劳动说
 （theory of labour）　艺术起源理论之一。主张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英国学者沃拉斯切克（Richard Wallaschek，1860—1917）在1893年出版的《原始音乐》一书中认为，原始人在生存斗争中所产生的节奏，是作为助长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出现的，这也是人类歌唱和舞蹈艺术节奏的起源。德国学者毕歇尔（Karl Bücher，1847—1930）在1896年进而明确提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并在研究了原始人的劳动、音乐和诗歌之间的相互关系后得出结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组成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劳动与节奏》）芬兰希尔恩进一步从实用的角度对原始艺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作了阐述，认为艺术在原始人的劳动中有着两种效用：一是减轻劳动者的疲劳，一是协调劳动者之间的动作（见《艺术的起源》）。俄国普列汉诺夫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论证了原始艺术与生产实践的紧密联系。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所从事的各种实用功利活动，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是从实用观点出发的，后来才逐渐摆脱实用功利的目的，产生艺术的审美欲求。对艺术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程度，艺术从属于社会经济。据此提出“劳动先于艺术”，“功利先于审美”的论断。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艺术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关系，认为人们在劳动中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发挥了各种潜能，“创造了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恩格斯在论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也曾指出：“只是由于劳动，……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510页）劳动说对艺术起源作了较科学的说明。


 思潮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
 （Pythagoreans）　亦称“南意大利学派”。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所创立。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末，极盛时几乎在南意大利希腊人的所有居留地都有其活动点，影响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成员大多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他们主要用自然科学观点研究哲学、美学问题，是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探讨美的本质的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先于一切事物而独立存在，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整个天体就是一种数、一种和谐。同时提出“对立是存在物的始基”的观点，概括“有限”、“无限”，“一”、“多”等对立面作为事物的原则。由此出发，他们把“数”、“和谐”、“秩序”的概念带进美学研究，着重探求事物形式上的数量比例关系，探寻能产生美的效果的数量比例，得出了一些经验性的规范，如认为最美的图形是圆球形，最美的线形为长与宽成一定比例的长方形（黄金分割）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观点。认为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上的比例所组成，“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尼柯玛赫《数学》）。存在两种不同的音乐，一种是天体音乐，它是宇宙中星球运行时激起的灵气所发出的强有力的旋律形成的；另一种是人间音乐，它是音乐家模仿天体音乐，把天上永恒的和谐传到人间造成的。主张人体美来自身体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并指出艺术作品的成功亦依赖其各部分之间精确的数的比例对称，没有作品诸种因素的协调统一便没有艺术作品的和谐美。他们还用数与和谐的观点研究人的心理活动，提出“同声相应”原则，认为人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相契合才能爱美，欣赏艺术，涉及到人在艺术欣赏中的审美感受问题。该派的美学观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具有辩证因素，蕴含着文艺思想中寓整齐于变化的最早萌芽。其形式主义的美学思想对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都产生深远影响。公元前5世纪，该派联盟被迫解散，部分成员仍遵循毕达哥拉斯派戒律活动；另一些成员则转向科学研究，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医学等方面有一定成就。


智者学派
 （Sophists）　对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前4世纪之间希腊收费授徒的教师的统称。他们以雅典为中心，周游各国，传授政治、文化、辩论术、语法、修辞学等，是三艺的创立者。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在观点和思想倾向上有共通之处，遂被称为“智者派”。由于智者能言善辩及晚期智者的末流堕于诡辩，故智者在历史上又被称为“诡辩论者”，“智者派”又被称为“诡辩派”。代表人物有普罗塔哥拉、希比亚、普罗迪科、高尔吉亚、安提丰、克里底亚等。他们在哲学方面承认客观存在的是“流动的物质”，但从感觉论出发，怀疑一切普遍的法则和真理，强调个人感觉的真实性。在社会历史观上，大都认为国家和法律并非神意，而是人类为了某种需要和目的，用契约方式建立起来的。美学上认为：（1）整个宇宙不是按照理性的计划、神的意志或人工技艺创造出来的，是按照自然本性和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演绎创造出来的，人工的技艺产品和文学艺术是人模仿自然创造的。越是自然的产品越具有真实性和真理性，美的艺术是凭技艺对于自然十足的模仿。（2）认为艺术是虚构的，而虚构之物可以影响甚至欺骗心灵和灵魂。它是一种非现实的创造，可以在接受者的心灵中引起“幻象”，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震撼其心灵。（3）强调文艺的审美快感。认为艺术可以提供欣赏，给人以艺术快感。这意味着审美主体意识的出现，意味着审美相对性意识的出现。人作为审美主体和对象作为审美客体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分离，标志着古代美学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怀疑学派
 （Skeptics）　古希腊哲学学派。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创始人是皮浪（Pyrrho，约前365—约前275），故该派又称作“皮浪主义”。认为由感觉和理性得来的知识都不可靠，人要认识客观世界是不可能的，甚至对客观世界的存在亦表示怀疑。主张不对事物作任何判断是“最高的善”。反对情感的激动，提倡保持心境的平静安宁，其最高理想是清静无为。该派活动时期正值西方古代文化开始衰颓，缺乏新的文艺创作实践之时。该派对文艺的研究由文艺对现实的关系转到形式技巧的分析。否认任何事物有美与丑、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否定美的认识与艺术认识的任何客观性。认为建立在传统习惯基础上的美与丑的判断与真理无关。反对古希腊罗马以来关于艺术具有教育作用、净化作用的观点，认为音乐不能陶冶性情。否认关于美的认识与艺术认识的任何客观性。该派学者还否定演说术，认为它没有任何科学规则，对于美和社会无任何效益。


伊壁鸠鲁学派
 （Epicurean school）　又称“花园学派”（the Garden）。古希腊哲学学派。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创始人为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公元前306年伊壁鸠鲁在雅典的一座花园里设立学校，讨论哲学问题、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成为该学派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心。该派在罗马的著名代表是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99—约前55）。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快感，快感不是快乐本身而是一种摆脱痛苦和精神方面的忧虑，达到心灵上的平静和不动心的精神境界。认为精神上的痛苦和灵魂的不平静主要来源于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主张人不应当恐惧神和死亡，该派美学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美是自然本身的特性，人都从实际需要出发追求美，艺术产生于对自然的模仿。人们用口模仿鸟类的婉转流畅的歌声，远远早于他们能够唱出富于旋律而合乎节拍的歌来愉悦耳朵。认为艺术及一切与“快乐”有关的事物皆产生于实际需要。该派有的学者认为，音乐来自人们自身的发明，它既不是来自神，也并非产生于和谐，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成分。音乐不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因为它的审美职能仅仅类似来自味觉或来自食物气味的快感，它只是一种肤浅的生理快感。


斯多亚学派
 （Stoics）　亦译“斯多葛学派”。古希腊哲学学派。产生于公元前294年，创始人为芝诺（Zeno of Citium，约前336—前264）。因其讲学场所有彩色壁画的柱廊，故又称“画廊派”。早期斯多葛派继承赫拉克利特学说的传统，认为世界由火产生，是变化发展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倾向。后期用唯心主义观点发挥赫拉克利特的学说，认为火是“神灵的”，具有理性的世界灵魂，是一切生命和运动的源泉，该派反对伊壁鸠鲁的“快乐论”，主张美德即幸福，提倡禁欲主义和宿命论。指出只有自觉地顺应自然，服从命运而生活才是道德的生活、幸福的生活。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摆脱一切快乐、欲念、恐惧和悲伤等激情而达到一种恬淡寡欲、无动于衷的“不动心”状态。在自然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认为自然界是宇宙性的艺术家，整个自然都是艺术化的。自然高于艺术，艺术的目的应与自然相符合。肯定自然是美的唯一源泉，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本原，艺术必须模仿自然。该派继承古希腊美学中以和谐为美的思想，提出对称是美的基础与本质，反复论述对称、适度、比例问题。指出健康在于各种自然力量的对称，人体的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智慧的美则在于学识上的和谐与道德上的协调，心灵的美主要是智慧及其对整体关系和相互间关系的各种因素的对称。并重申美与善同一的思想，认为一切善的都是美的，善即美，美即美德，美的道德价值最重要。该派认为美与审美知觉条件、审美知觉目的无关，一切美的东西都美在自身。


新柏拉图学派
 （neo-Platonists）　古罗马时期哲学美学学派。产生和流行于公元3世纪至6世纪。创始人为萨卡斯（Ammonius Sakkas，约175—约242）。普洛提诺是其著名学生，继承其师，成为新柏拉图派的最重要代表。该派杂糅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斯多亚派的哲学以及古希腊以来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并加以神秘化，是古希腊罗马美学发展的终结。该派学者接受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将其神秘化，提出“流溢说”，认为神创造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流溢”的过程。神，即太一，先流溢出“理”，或称宇宙的原则大法；继而流溢出“世界精神”或“世界心灵”，由“世界心灵”再流溢出个别心灵，最后流溢出感性物质世界。“太一”在流溢过程中逐渐降低自己的本质、不断退化，最终在物质中熄灭。“流溢说”表现在美学上则主张美是对“太一”所流溢出来的“理式”的分有。“太一”是美上之美，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性质。该派否定古希腊罗马流行的美是匀称或合比例的观点，认为比例只表现外在美，无法说明人的精神性格等。内在美存在于人的心灵或观念中，具有理想的性质。认为美不是从物质中产生，而是从包含在艺术家头脑里的形式中产生。该派还改变了整个古希腊罗马关于模仿思想的性质。认为模仿的不是自然，而是理想化的实质。艺术家创造作品时，模仿的不应是实在的对象，而应该是包含在他头脑之中的理想的模型。新柏拉图派在总结前人，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美学理论。由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加以继承并发展，对后世西方美学的影响深远而复杂，特别对中世纪美学观念影响巨大，后波及近代美学。在启蒙运动中产生重要作用的夏夫兹博里、温克尔曼等分别为新柏拉图派的代表人物的信徒。浪漫主义运动中的歌德、席勒和施勒格尔也受到该派思想的影响。


古典主义
 （classicism）　又称“拉丁古典主义”。美学思潮。形成并流行于古罗马时期。公元前一世纪是罗马文艺的鼎盛时期，这时的罗马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政权，无力在哲学和文艺方面另辟天地；由于古罗马与古希腊在社会性质、文化教育、语言等方面具有种种联系，形成了接受希腊古典遗产的基础。就思想渊源来说，古典主义美学的形成受到主要以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为媒介传播的亚里士多德美学的深刻影响。古典主义美学强调模仿古典，以希腊为典范，沿用传统题材。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深信文艺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不排斥虚构，但要求虚构须“合情合理”，接近事物真相。相信文艺有普遍永恒的标准，真正好的作品必须经得起各阶层读者的考验，能持久行远。认为文艺创作应当重视理性和节制，遵守技巧规则，同时又不能忽视艺术天才对于艺术创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认为文艺作品的结构必须是完整的有机体，完满一致的整体即和谐，即美。主张文艺的功用在于寓教于乐。还认为塑造人物性格应注重人的类型和共性，描写趋于定型的人物，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合式”，“合式”才会完美，并要求避免粗俗语言。古典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是贺拉斯、朗吉弩斯和西塞罗。西塞罗提出了高贵性的概念启示了朗吉弩斯的“崇高”说。贺拉斯在《诗艺》中，继承了古希腊“模仿”说传统，总结了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一系列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朗吉弩斯则在《论崇高》中，通过对于崇高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古典主义的论点。与贺拉斯相比，他更注重天才、想象和激情，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对以后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古典主义美学对此后欧洲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17世纪新古典主义的美学，就是它的继承和发展。


拉丁古典主义
 　即“古典主义”。


风格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stylism）　16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意大利的文艺美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洛马佐（Giovanni Paolo Lomazzo，1538—1600）等。其特征是一反文艺复兴时期以和谐原则为基础的美学理论，着眼于艺术精神的创造性因素，反对用严格的数学比例来限制运动着的事物的千变万化的相互关系。他们把美看作是神的光辉的反照，用内在的精神解释代替以往外在形式美的定义，以艺术创作的自由代替美的规则，认为“绘画艺术并不以数学科学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绘画是对自然的模仿，同时又是艺术家内在理念的表现。主张艺术家应当力求使对象成为“它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而不是它们本来的那种样子”。风格主义表现出外在与内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徘徊于过去的科学经验考察与哲学的抽象思维之间。


新古典主义
 （neo-classicism）　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美学和文艺思潮。17世纪末产生并盛行于法国，尔后扩展到欧洲许多国家。法国是传统的专制政体国家，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鼎盛，它使互相仇视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并竭力使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精神文化隶属于皇权。新古典主义正是法国中央集权制和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的产物。就其思想渊源而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对于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新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儿片面强调理性，贬低感性，主张一切都要凭理性加以判断，把理性作为证实存在的唯一可靠标准。新古典主义在笛卡儿那里已有所表露。他在《音乐提要》中提出音乐的目的在于激起人们有条理的、处于平衡状态的、和谐的激情。美好的事物应是简单明了和合乎比例的。在《论巴尔扎克的书简》中，他进一步认为，艺术必须服从理性的严格约束，结构必须遵循严格规定的法则，画家的主要任务是用思想的力量和逻辑来使人信服，并高度赞扬巴尔扎克文词的纯洁和明晰。新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布瓦洛，他的《诗的艺术》是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纲领。布瓦洛确立的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是：（1）崇尚理性。理性就是笛卡儿所说的“良知”，它是人们天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是组成普遍永恒的人性的主要内容。一切作品都要以理性为准绳，通过理性而获得价值。文艺的普遍永恒的标准是理性。（2）崇尚古典。文艺创作应以古希腊罗马作品为楷模而加以仿效。古典的作品抓住了人性中普遍永恒的东西，它们是符合理性的东西和美的东西。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是现代艺术的源泉。（3）崇尚自然，即崇尚事物的常情常理，特别是“人性”。人性中有普遍永恒的东西。（4）特别注重规则，要求文艺作品服从秩序、义务和道德准则，并把前人的规则，例如“三整一律”当作金科玉律，不准逾越一步。（5）在人物塑造方面，倡导“类型”说，认为性格必须一成不变，不能有发展和矛盾。（6）轻视内容，重视表现的形式和技巧，认为内容的清晰以及由此产生的表现的鲜明是艺术作品的美的基本特征。要求语言明晰、纯洁，反对俚俗。新古典主义一在法国产生，立即得到欧洲许多国家响应。在英国，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约翰逊（Sammuel Johnson，1709—1784）等人深受布瓦洛影响，大力宣扬新古典主义理论。蒲伯竭力主张，模仿古人就是模仿自然，荷马就是自然。在德国，高特舍特十分推崇布瓦洛的美学理论，强调尊崇理性，要求文学创作服从一定的“理性规则”，并把拉辛、高乃依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作为德国文学学习的典范。在意大利、俄国等地，新古典主义都有一定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在文艺创作中被广泛实践，特别是在戏剧创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法国高乃依、拉辛（Jean Baptlise Racine，1639—1699）的悲剧作品、莫里哀的喜剧作品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典范。此外，在绘画、建筑等艺术样式中，新古典主义也都得到了重要发展。如法国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创作了许多新古典主义的绘画。新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强调规则，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推动了当时文艺的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缺乏历史发展观点，也具有保守的一面，并具有概念化、形式主义倾向。它统治欧洲文坛长达一个多世纪，直到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崛起后才开始衰落。


经验主义美学
 （empirical aesthetics）　亦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美学思潮。17、18世纪产生于英国。与“理性主义美学”相对。强调感性经验的重要性，把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美学问题的出发点。主要代表人物为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博克等。经验主义美学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经济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其哲学基础是培根的经验主义和霍布斯的经验心理学。其主要特点是从经验主义哲学出发，坚持感觉论、经验论，把感性经验当作知识的基础，把美学由玄学思辨转向实践领域。在美学史上，首次重视审美意识的主观生理，特别是心理活动的特征与结构的研究，把想象、情感和美感的研究提到首位，试图用“观念联想律”（霍布斯、洛克）、“快感说”（霍布斯、博克）、“内在感官说”（哈奇生）、“同情说”（休谟、博克）等来解释审美活动和创作活动。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试图从审美的感觉经验方面来确定和把握美的本质与规律，认为美的本质在于心理和情感效果。培根提出“秀雅合度的动作”是“美的精华”，“合度”就是合心理和感情之度。休谟认为“美不是客观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的内在属性，它只存在于鉴赏者的心里”（《论审美趣味的标准》）。在美感的来源问题上，他们把美和美感等同起来，把美的来源和美感的来源等同起来，认为美源于审美主体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用效用说和同情说解释美感的来源。博克认为，崇高与美起源于人类的两种基本情欲，即自我保全和社会交往，前者是崇高感的基础，后者是美感的基础；美就是爱所引起的快感。休谟认为，美源于设身处地去分享旁人的情感。经验主义美学家们在上述基础上还研究了崇高、美和丑等审美范畴，并从经验主义出发论述了美的相对性问题，休谟认为“不同的心就会有不同的美”，审美趣味标准问题就如同“口味问题”一样，“不必做无谓的争论”，美、丑完全是由个人的主观感受决定的。经验主义美学把感性和理性、主观和客观完全割裂开来，对美的探究有片面性，但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仅把近代西方美学引向侧重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而且在某些方面诱发了德国古典美学。博克关于崇高和美的学说，是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动机之一。哈奇生关于绝对美和相对美的划分，对法国狄德罗的美学思想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情说”在某种意义上为近代德国的移情说打下了基础。另外，由于过分强调审美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过分强调审美的直接性以及情欲和本能的作用，认为美感即满足人的情欲和本能的快感，因此对近代西方的反理性主义，特别是对达尔文的美起于“性选择说”、弗洛伊德的艺术起源于“欲望升华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
 　即“经验主义美学”。


理性主义美学
 （rationalist aesthetics）　美学思潮。17、18世纪产生于西欧。主要以笛卡儿、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鲍姆加登为代表。其哲学基础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儿强调理性，忽视感性认识，认为一切凭藉理性才能加以判断。他对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理性主义原则，曾对法国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产生很大影响，到18世纪，复又影响到德国大陆理性主义的产生和形成。当时的德国，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依然十分软弱，他们一方面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依附于封建贵族。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表现之一。它首先在莱布尼茨那里得到了表述。莱布尼茨继承笛卡儿理性主义，反对英国经验派代表人物洛克的“白板”说，认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永恒真理不是来自于感觉经验，而是来自于笛卡儿所说的“天赋观念”。认为世界是一种“预定的和谐”，是由上帝安排的。它是最美的，它最完满地体现了寓杂多于整一的原则。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把美学和认识论联系起来，认为认识有两种：朦胧的认识和明晰的认识。前者是指下意识状态，后者则又分经过逻辑思维的明确的认识和未经分析、但认识到事物笼统形状的混乱的认识。审美认识就是混乱的认识。他的这种看法为沃尔夫所继承。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哲学系统化和通俗化，他在美学方面，特别注重“完善”这一概念，认为美在于一件事物的完善，完善即对象的完整与协调符合于该事物的概念，接近于莱布尼茨所说的和谐。鲍姆加登进一步发展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美学思想，提出美学研究的是混乱的认识，即凭感官认识到的感性认识的主张，从而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诞生。他认为以混乱的认识为基础的判断即审美判断，审美判断的客体即美；美是通过感官认识到的完善；完善是寓杂多于整一，但杂多意象必须明晰生动；艺术模仿自然即表现自然呈现于感性认识的那种完善。理性主义美学是德国古典美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它的许多重要观点都被后者加以继承和发展。例如，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理论启发了康德用先天的原则来研究美，他的“预定的和谐”说与康德的“天意安排”的说法也有着渊源关系。


大陆理性主义美学
 　即“理性主义美学”。


古今之争
 （Querelle des Ancients et des Modernes）　17—18世纪产生于法国文学、批评及美学领域的关于厚古与崇今的争论。后扩展到英国和德国。这场争论贯穿于整个古典主义时期。厚古派以布瓦洛为代表，强调服从古典；提倡以希腊罗马古典作品为楷模，进而发展成为对古代文学的奴性的模仿，对于反映现实的个人作品持鄙夷态度。崇今派否认文艺的继承性，全盘否定古代作品，认为今人不但可以而且已经胜过古人。代表有圣·艾弗蒙等。艾弗蒙提出，《诗学》固然是一部好书，但它也并未完善到可以指导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我们应该把脚移到一个新的制度上站着，才能适应现代的趋向和精神。两派学者意见冲突，反复争辩，相持不下，最后以崇今派胜利告终。古今之争的根由在于古典主义对古典的继承走向僵化、教条化，抑制了文艺创作的发展，它是萌芽的浪漫的自由的文学对古典主义的反拨。古今之争的出现，标志着古典主义的衰落。厚今派是当时进步思想在文学、艺术和美学思想上的反映。在厚古派和厚今派相互争论的过程中，明确了艺术与科学的分野，意识到了古今审美趣味的差异，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论述推动了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变。


德国浪漫派美学
 （aesthetics of German romantic school）　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文坛流行的美学潮流。代表人物有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这些人虽然政治态度不一，但在美学思想和艺术特征的主张上却有许多类似与一致之处。在艺术与现实之关系方面，认为艺术不必反映外在现实，而在于表达内在的心灵世界。外在世界丑陋、庸俗、混乱，只有艺术的诗意的世界才有美。在历史观上，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倾慕和追缅已经逝去的中古时代，美化明显违背历史方向的黑暗社会。在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鄙弃现实，不屑于俗世事务的实践，而满足于追求看不见摸不着的幻影和彼岸世界。在艺术手法上，注重个人感情的强烈抒发，突出自我、强化幻想与想象，无视艺术法则，随心所欲；注重描绘美丽的大自然，以此表达对丑恶现实的拒斥；致力于对生活与现实的诗化，如喜用童话形式来制造一种理想幻境。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康德、费希特、谢林等的哲学的回声，同时也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软弱性。该派代表作有《雅典娜神殿》（F. 施莱格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诺瓦利斯）等。


唯意志论美学
 （aesthetics of voluntarism）　西方美学流派之一。19世纪产生于德国，是唯意志论哲学在美学上的体现。主要代表有叔本华、尼采等。该派在哲学上主张意志高于理性，意志是宇宙的本体或本质。叔本华以生命（存）意志为本，认为意志客观化为理念，美是不带意志的纯粹主体对理念的观审。美分优美与壮美两种类型：当纯粹主体不用斗争就把一客体与意志的关系推出意识之外时，其对象便是优美；当纯粹主体有意挣脱该客体对意志的不利关系而超脱于意志之上时，其对象便是壮美。提出悲剧是意志的各种现象的自相斗争、杀戮，展示了人类的悲哀和世界的谬误，使人们弃绝生命意志，获得解脱。尼采肯定生命意志，并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认为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反之则是丑的；艺术能拯救人类，促进人生，帮助人们体验生命的伟大。主张文明社会中的真、善、美是阻抑生命的东西，人只有权力意志的本能，人把真、善、美作为肯定和促进生命之权力意志的手段。提出艺术展示痛苦的人生目的不在于求得精神的解脱和平静，而是在征服恐惧和怜悯之后，在巨大的不幸和最高的牺牲面前保持永久的欢愉，是对传统宗教、道德、哲学等人类颓废形式的对抗，是世界的编造和修改，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形式，比真理更有价值。唯意志论美学背离德国古典美学传统，强调生命本能和意志至上的反理性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现代西方美学开辟了新的方向。


实证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positivism）　19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潮。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尊重经验和事实，摒弃形而上学的臆测和玄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从时代和环境的背景来分析艺术，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观察艺术。代表人物有圣伯夫、丹纳、维龙（Eugen Veron，1825—1889）和居约。圣伯夫强调文学批评就是发掘和研究有关作家和文学史的确切的实证的事实，如作家的遗传、体质、环境、受教育状况和生平等可靠因素，以写出文学的“自然史”。维龙强调审美快感是植根于人的生理结构的自然需要。丹纳强调作为社会性因素的种族、时代、环境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居约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突出审美的社会性因素。从中都能看到作为时代主潮的实证哲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该派代表作有《美学》（维龙）、《艺术哲学》（丹纳）、《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居约）等。


生命哲学美学
 （aesthetics of Lebensphilosophie）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德国的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美学流派。代表人物有狄尔泰、齐美尔、奥伊肯等。其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F. 施莱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重视生命体验的价值和艺术的地位，表现出对实证主义的反动。狄尔泰把人的生命看作是最高的、最根本的本体，其根本特性就是体验性，而诗（艺术）作为呈现人类生活内在关联及其意义的最有效手段，一定程度上就是生命存在确证自身的方式。艺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生命转化为可用感官把握、也能为人们所感受的诗意的表达，使人类生命的真谛与本质呈现出来。在方法论上，狄尔泰把体验、表达、理解、生命有机地融贯起来，建立了理解人类精神世界及其产品的全新的“阐释学方法”。齐美尔在强调生命为世界本质的基础上，更注重个体生命所具有的价值，突出美作为生命的形式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倭铿把目光倾注在生命哲学的历史——文化维度，强调以活生生的具体生命为中心和出发点，从永恒的创造性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精神生活。艺术和美是人的整体精神生活的具体确证形式，只有借助它的肯定和强化，生命才可能达到最高的境界。生命哲学美学对20世纪的解释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发生过重大影响。该派的代表作有《体验与诗》（狄尔泰）、《艺术哲学》（齐美尔）、《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奥伊肯）等。


形式美学派
 （school of formal aesthetics）　西方美学流派之一。19世纪中、后期在德国形成和发展起来，同以费希尔、哈特曼等人为代表的内容美学派相对立。主要代表有赫尔巴特、齐默尔曼、柯斯特林（Carlo Köstlin，1819—1894）、基尔希曼（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1802—1884）等。形式美学派受到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表现出一种注重经验和实证的反传统，特别是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和美学的倾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美在形式的形式主义观点，反对内容美学派的基本观点。赫尔巴特受到康德美学的影响，注重现象界的认识的形式。但与康德不同，把形式看成是客观对象的形式，主张排除主观的障碍，侧重研究美的客观关系即美的形式；认为美在形式。齐默尔曼认为美在于由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形式，内容和素材不是美的因素；柯斯特林反对黑格尔的超感觉的理念，主张从感性的形式出发，认为美首先是形式，形式是绝对的、美的，但有时又认为形式是有内容的形式，试图把黑格尔的内容主义与赫尔巴特的形式主义调和起来。基尔希曼也反对黑格尔学派的思辨的理念论美学，重视形式美，但在强调感情的重要性这点上，却与赫尔巴特不同。形式美学派在促使西方传统美学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并对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形式美学派的代表作有《哲学概论》、《通用的实践哲学》（赫尔巴特）、《作为形式科学的一般美学》（齐默尔曼）、《美学》（柯斯特林）等。


内容美学派
 （school of content aesthetics）　西方美学流派之一。19世纪后半期起在德国形成和发展起来，同以赫尔巴特为主要代表的形式美学派相对立。主要代表有魏塞（Christian Hermann Weisse，1801—1866）、F.费希尔、夏斯勒等。他们继承黑格尔重视理性内容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公式，按照理念的辩证发展来说明艺术的发展，注重形成美的内容方面的因素。弗·费希尔提出美是理念在感觉形式中的表现，这实际上是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的翻版，但突出了形式对于美的作用。用黑格尔式的唯心辩证法说明美的各个范畴以及艺术的分类。他关于审美活动是主体情感向对象无意识移入的观点则开了近代移情说美学的先河。夏斯勒认为美是一种具体的理想，美学是关于美和艺术的科学，美学领域属于直觉的领域。他们都注意到黑格尔美学所忽视的“丑”的概念，魏塞提出“丑”在自然和艺术中具有不同的积极意义；卢森克兰茨强调“丑”应在艺术中占重要地位；哈特曼用美是“理念的显现”的定义，来说明美丑关系，认为高级程度的美是建立在低级程度的丑之上的，丑的要素对于美起着有益的刺激作用，美的转化主要通过冲突来实现。此外，他们还借用近代科学中现象分析法研究审美现象。与形式美学派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批评形式美学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2）坚持黑格尔美学的“形而上”的方向，同形式美学的“形而下”的实证方向相对立；（3）坚持美学研究的思辨性和哲学性，同形式美学寻求“精密科学”式的实验研究和心理学方法相对垒。这场争论对于纠正形式主义的偏差、促进“形而上”与“形而下”美学的结合起了一定作用。内容美学派的代表作有《美学》（魏塞）、《美学》（F.费希尔）、《丑的美学》（卢森克兰茨）、《美学批评史》、《艺术体系》（夏斯勒）、《美的哲学》（哈特曼）等。


实验美学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兴起于19世纪末，由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创立。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屈耳佩、齐亨、伏兰亭等。该流派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下，一改过去从先验的哲学体系中对美学基本范畴进行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方向，取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自下而上”的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实验心理学来研究美学。要求受实验者对不同颜色、图形等作出判断和描写，说明哪种是美的，力图揭示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联系。费希纳首先把选择法、常用物测量法、制作法等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引入美学领域。屈耳佩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实验美学中的印象法、表现法、制作法三大方法及其具体的运用，并创立把审美对象从固定不变改成不断变化，测量受验者的更细微的心理反应等新方法。齐亨采用了以复杂的艺术或自然对象来试验的“不完全的实验方法”，创立“绝对谓语法”，用多项对象让人从喜欢—不喜欢两极之中的若干谓语中加以选择。伏兰亭则把选择法用来检查单纯的音调、色彩和形式，用描写法检查复杂的对象，如图画和乐曲；把鉴赏类型分为“性格型”、“客观型”、“联想型”、“主观型”四种。实验美学开辟了对具体的审美经验进行研究的新途径，成为现代艺术心理学的先驱，为以后对审美心理进行更多更广泛的查验和综合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它的许多方法为后起的美学家所采用和改进，如时间变异法和自由描述法为德苏瓦尔和浮龙·李所采用。实验美学的局限性在于不稳定、不精确，只适用于一些简单的、初级的课题。该派的代表作有《美学导论》（费希纳）、《美学基础》、《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屈尔佩）、《美的实验心理学》（伏兰亭）、《美学讲话》（齐亨）等。


社会学美学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又称“审美社会学”或“艺术社会学”。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出现于19、20世纪之交，发展延伸到50、60年代。早期代表是芬兰希尔恩，其他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许金（Levin L．Schücking）、法国的拉罗、美国的豪塞尔等。该派的基本特点是把审美和艺术现象放在社会历史领域加以考察，反对割断艺术同社会、时代联系的非功利倾向。其研究范围很广，从艺术和审美的发生到艺术史，从审美趣味的变化到艺术的社会功用等都有所涉及，并通过实践建立起一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希尔恩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考察艺术的起源，认为艺术中的情感表现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其中理智和意志的成分超过自发的情绪冲动；艺术作品中不仅有审美因素，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如原始艺术中传达信息、鼓舞士气、保持记忆和吸引异性等社会性实用的动机占据了压倒的优势。用人种学、人类学等方法来研究社会诸力量与原始艺术的关系，对艺术的发生、发展作出了有说服力的社会学解释。许金着重探讨时代的群众普遍的审美趣味，认为趣味同时代精神相联系，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它决定着每一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和批评家的评价的基本方向，艺术史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审美趣味史。拉罗认为美学应考察艺术创作中个人的和社会的种种条件，包括艺术的诸非审美条件，美学因此是数学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美学，最后才是审美的或技巧的美学。认为艺术中的心理事实只是一种潜在性，只有社会因素才能把它们变成审美的现实性。强调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和科学价值，人类价值和生活组织形式，都与美学价值一样，是至高无上的，可作为一种规范，把美学研究的领域从纯粹的审美扩大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到50年代，豪塞尔主张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角度来探索艺术现象，认为生活的整体性与艺术的整体性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艺术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也是艺术的产物。艺术不仅仅是审美幻觉，更是对生活的一种解释。主张社会学美学应坚持意识形态观点，按照艺术的实际来源来解释一件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看法，并强调“心理学依靠社会学”的原则。社会学美学在现代西方美学中是持续时间长、代表人物多、研究面广、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流派。代表作主要有《艺术的起源》（希尔恩）、《文学趣味的社会学》（许金）、《艺术与社会生活》（拉罗）、《艺术史的哲学》（豪塞尔）等。


审美社会学
 　即“社会学美学”。


庸俗社会学美学
 （aesthetics of vulgar sociology）　美学流派。十月革命后流行于苏联、中国等国。其基本特征是抹煞美学和文艺现象的特殊性和独特规律，简单地搬用一些社会学上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美学和文艺现象，或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机械地套到文艺作品上去，从而把美学研究和文艺研究庸俗化。庸俗社会学美学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1）在分析审美现象和文艺作品时，用简单化地确定阶级成分的方法取代马列主义的具体分析的方法，用确定文学家、艺术家以及文艺作品中人物的阶级成分的办法取代对于艺术作品本身的具体分析；（2）把产生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与作品本身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文学家、艺术家本人的思想与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混淆或等同起来；（3）无视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为地树立一些刻板的标准，要求作品适合这些标准；（4）把文艺作品中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相混淆，抹煞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把一切现象都归纳为一种或几种本质，片面强调艺术内容，否定艺术形式。庸俗社会学美学不去深入细致地分析美学和文艺现象的特殊内容和特殊形式，而是把马列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当作僵硬的教条，像贴标签一样硬贴到文艺作品上，对于美学研究、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都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快乐论美学
 （aesthetic theory of pleasure）　西方现代美学流派之一。兴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流行于20世纪初。主要代表是法、英、美、意等国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如居约、艾伦、马歇尔和波伦那（M. Porena）等，有人把美国的桑塔亚那也划入此派。他们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方式的美学不感兴趣，而把美学研究的重点移置审美经验上，从快乐的生理和心理基础来探讨美的本质，具有科学美学的倾向。居约认为，美是一种知觉或活动，分感觉的、理智的和意志的三种形式刺激我们的生命，对这些刺激的领悟便产生出快乐。营养与生殖功能的满足、对高贵艺术的享受所产生的快乐都属于美感经验。艾伦认为，快乐是生命力的增进和肌体的健康，痛苦是营养不良和生理机能的损坏，美感就是一种快乐，是一种以最小的体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神经系统的刺激。马歇尔认为，对人来说，对刺激的反应力大于刺激的力量，就会感到快乐，对刺激的反应力小于刺激的力量，就感到不快乐，美是相对稳定的真正的快乐。这些观点揭示了美和快感的某种联系，涉及审美快感的生理和心理基础的某些方面，但把美感归结为纯粹的心理或生理的快乐，则有片面性。快乐论美学家中有的人对此持矛盾态度，波伦那承认美是引起快乐的东西，但又认为也存在着一种只为美自身而存在的审美对象，把美分为直接美和关系美、感性美和内在美。桑塔亚那认为，人有一种将主观的快乐外射到客观事物上的倾向，审美快感是客观化了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快感。居约在后期著作中也摆脱了纯粹生理美学的局限，涉及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承认艺术对于促进社会和道德的提高的重要作用。快乐论美学对美的生理与心理基础作了有益的分析，适应了西方物质生活提高的需要，但未能克服忽视美感中的理智、道德以及社会因素和历史条件的缺陷。快乐论美学上承费希纳实验美学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向，下启20世纪西方各派心理学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黑格尔派美学
 （neo-Hegelian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新黑格尔派是19世纪末产生于英美两次大战期间而发展于英、意、德等国的哲学流派。他们从右的方面继承黑格尔的观点，试图把黑格尔的具有客观意义的绝对精神改造成为包括个人的想象、情感的一种主观精神。新黑格尔派美学是该派哲学观点在美学领域的表现，主要代表有英国布拉德雷、鲍桑葵；意大利克罗齐、金蒂雷（Giovanni Getile，1875—1944）；德国卡西勒等。在美学观点上他们不完全一致，但共同的特点是，虽在论述上仍像黑格尔那样带有较大的思辨性和较强的逻辑体系，但不再以黑格尔的客观理念为核心，而是较注重感性显现的主观情感、想象、直觉、技巧和形式。鲍桑葵尽管在论述中倾向于把思辨性与历史感结合起来，使美的定义有历史感和发展性，接近于黑格尔，但却又给予情感表现以重要的地位。克罗齐以一个中心概念来推导他的美学体系的做法，很像黑格尔，但对直觉表现的强调却远离黑格尔。金蒂雷提出一个先于时间、空间和主体的黑格尔式的精神性宇宙，但又认为艺术是情感本身，是与感情相等的快乐。布拉德雷也一方面认为诗的世界是独立存在的无限之境，但又强调诗是为满足想象和情感而存在的。由于新黑格尔派美学并无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其成员之间的观点也不很统一，有的甚至相互对立，因此美学界有时也不把这些人合在此派的旗号之下，而分别列入其他观点比较集中一致的流派中。


自然主义美学
 （naturalis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流行于美国。它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是美国桑塔亚那。桑塔亚那在《美感》和《艺术中的理性》等美学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自然主义美学从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心灵植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加以解释。把美感经验和艺术活动作为美学探讨的中心，认为艺术与人的经验和自然本能有着内在的联系。并认为唯一可靠的是主体的经验，反对离开美感经验去规定美的抽象本质；反对离开人的艺术活动，作美的概念的演绎，认为美不是事物固有的性质，而是一种客观化了的快感。这种快感是非功利、非官能的，通过对事物的直觉获得。认为美的源泉有三：可以直接诉诸感官的物质材料；可以为知觉所直接把握的这些物质材料在特殊形式中的组合和关系；这些形式与欣赏者过去的经验相联系而获得的表现力。主体审美趣味中的偏爱是产生美的决定性原因。从总体上说，自然主义美学把美的本质看成是由主观经验所决定的，从生物学的观点解释艺术问题，高度强调人的自然本能对于艺术的作用等，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美学在内容上注重理性、在方法上注重演绎和思辨的传统相背，对以反传统为基本特色的整个现代西方美学产生较大影响，直接影响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和门罗的新自然主义美学。是现代西方美学初期最流行的流派之一。


新人文主义美学
 （neo-humanistic aesthetics）　又称“新人道主义美学”。20世纪初期流行于美国文学界和大学讲坛的文学批评和美学流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白壁德。该派打出用“人的法则”反对、取代“物的法则”的人文主义旗号，攻击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以及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故被称为继文艺复兴用人的原则反对神的原则的人文主义之后的“新人文主义”。该派在思想上表现出拘守传统的贵族式倾向，与美国散文作家和评论家H. L. 孟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对垒；在文学作品内容上，推崇人在生活和行动中的克制和秩序，反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的题材，指责S. 刘易斯、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等作家的作品放松了对人类天性的控制，不加批评地表现了原罪的教义，制造了一些没有目的的悲惨，没有站在比动物行为更高的水平上。在创作原则上，该派认为作家应有足够的思考深度和批评的成熟程度，不能牺牲在美这个难以捉摸的词中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不能牺牲优美、高尚和卓越，不能用人的功利主义的外在生活代替内省的内心生活。在文学评论上，认为美国人特别需要一般性的判断力，批评孟肯的批评始终只不过是想表现自己的观点，认为批评家应建立正确的评价标准即克制原则，只有自我才能在两种极端的疯狂对立之中起调节作用。这派美学观点表现出某种维护现成秩序的保守性，20世纪20、30年代在美国大学讲坛上发生了较大影响。


表现主义美学
 （expressionis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初叶兴起于意大利，后迅速在欧洲传播，尤其在英国得到最广泛的响应，20、30年代达于鼎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其他流派所取代。创始人为意大利克罗齐，主要代表为英国科林伍德，在西方有“克罗齐科林伍德表现说”之称。其他代表还有鲍桑葵、开瑞特、瑞德等。表现主义美学思想上源于维柯的形象思维理论和托尔斯泰《艺术论》中关于情感问题的基本观点，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美是情感或直觉的表现，是纯粹精神的和主观的。克罗齐提出直觉即抒情的表现，即美，即艺术，认为艺术不是物理事实、功利活动、道德活动、概念活动。科林伍德充分发挥了克罗齐的观点，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的情感表现，是在非逻辑判断性的创造性想象中得到表现的自我感情，并不依赖于传达。鲍桑葵对克罗齐不讲物质媒介体现的“表现”说有所修正，提出“使情成体”说，认为审美态度核心在于心物合一，心灵是感情，物是它的表现，是用想象或想象性感受的表象来表现感情，并用物质媒介体现出来。瑞德着重分析了“表现”概念，认为应把日常生活中在表露情感、欲望满足、自我炫耀等意义上的表现与艺术上审美的表现区别开来。审美的表现的主要特征是依赖于想象，与物体建立审美关系，使原本不美的对象供人想象地加以静观，具有美感。他为审美经验的存在规定了三个条件：一定的对象；具有某种意义的内容；能将对象的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的想象能力。由此认为形式同样也是一种“表现”，当一定的客体对想象而言完美地表现了意义时，形式就成为整体和意义的一部分，这种复杂的自我完成的表现，就是美。他因此把美定义为“完美的表现”。这一观点为情感表现与形式表现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开瑞特赞成美就是感情的表现、美纯粹是精神的和主观的等观点，但他认为不能忽视睡梦里、凌乱的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知觉认识与在想象观照中对事物的直觉之间的区别，以至把前者也当作美的认识。表现主义美学在现代西方美学和艺术领域中长期占主导地位，不少人把表现主义美学的兴起视为现代美学的开始，对符号论和其他许多美学流派发生了深远影响。


直觉主义美学
 （intuitionist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初叶的欧洲。主要代表是法国柏格森和英国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等。其哲学基础是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为主要代表的生命哲学。柏格森本身也是生命哲学的代表之一。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存在基础和发展动力；生命就是生生不已的运动、变化；理性与经验都只能把握静止的东西，唯有直觉的内心体验才能把握生命的存在；直觉的作用是使主体和对象合而为一，从而抓住理性分析所不能把握的生动的不断变化的东西——绵延；在直觉的境界中，人们才能透入生命之中，体验到最深刻的现实。直觉主义美学是上述生命哲学基本观点在美学领域中的运用。柏格森认为常人对事物的知觉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表达对生命现象的直接感知所得到的独特情感，它遗漏了许多具体的生命特征。艺术家创造了一个能表现生命绵延的知觉，这种独特的知觉就是美的直觉，也是艺术创作的动机。认为在我们与实在之间垂着一层“帷幕”，艺术是打破这层帷幕使我们直接与真正的实在相契合的独特途径。艺术家凭着真情和热忱，用自己的直觉把隐藏在功利主义生活下面的真正的生活秘密揭示出来。由于生命在绵延中不断创造，艺术也随之不可预期。这种不可预见之“无”，正是艺术创造的一切。怀特海认为自然是活的，科学抽象有害于人的“审美需要”，心灵应把自己解放出来投入生命之中，生命就是得自过去而旨在将来的感情享受，伟大的艺术在于安排环境，以审美直觉为心灵提供生动的既是瞬变的又是永久的价值。直觉主义在文艺上的代表还有北爱尔兰作家卡莱（Joyce Carry，1888—1957），他不仅创作直觉主义小说，而且在理论上认为，学识丰富的人的直觉能力不及年幼无知的稚子，艺术家必须不失赤子之心，以新奇的直觉去对待各种景象。直觉主义美学与表现主义美学一起奠定了20世纪美学思潮反传统、反理性主义的方向，对符号论美学、现象学美学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对欧美现代派文艺如颓废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产生很大的影响。直觉的概念成为现代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


形式主义美学
 （formalist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初至20年代产生于英国，很快传播到欧洲各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贝尔和弗莱、法国苏里奥等。把艺术和美的本质归结为单纯的形式组合关系，从而把以康德为鼻祖、赫尔巴特等形式美学派为先驱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潮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该派的共同特点是把艺术和美的形式关系放到首位，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主张艺术与现实人生相分离。但在对形式的说明上各人有所不同。苏里奥主要从认识论上探讨美学问题，认为美学是一门形式的科学（la science des formes）。由于探讨的对象不同，美学包含了四个不同的派别：即探讨理想的数学形式的毕达哥拉斯美学、探讨连续性形式的动力学美学、探讨自然物和构造物形式的装饰性美学以及探讨心灵领域中的形式的心理美学。认为艺术是具有一定秩序的、为创造事物而创造事物的一种形式结构。艺术按其内外形式的需要分为表现的与非表现的两种。贝尔和弗莱都是英国著名学术团体“布卢姆斯伯里学会”的重要成员。他们的美学观点受到这个团体很大影响，特别受到摩尔关于审美情感和形式美理论的影响。他们对后期印象派艺术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重要理论。认为艺术作品的基本性质是色彩、线条等形式因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关系，这些排列组合关系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打动观众，这就是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形式是造型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审美感情只是一种关于形式的感情。这一理论为现代派艺术，如以塞尚为代表的后期印象派艺术和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艺术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辩护。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与赫尔巴特的形式美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提出“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指对象本身的形式结构，而且强调形式只有表现情感的性质，它不是对外部事物的模仿或复制，而是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是独立于外部事物的一种新的精神性的现实；后者则只讲对象的外在的机械形式。形式主义美学对现代西方美学的许多流派，如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现象学、结构主义、新批评派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该派代表作有《美学的将来》（苏里奥）、《艺术》（贝尔）、《视觉与构图》（弗莱）等。


俄国形式主义美学
 （Russian formalist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20年代前夕和整个20年代盛行于俄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埃辛鲍姆（Boris Eichenbaum，1886—1959）、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它的形成大体上可追溯到1915年“莫斯科语言小组”和次年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小组”的成立。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语言学理论和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现象学理论对该派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后因政治上的原因遭压制。该派美学早期以象征主义为基础，把形式视为有效的交流工具，认为形式是自主的、自我表达的，能借助词外的韵律、联想和含蓄等手段“伸展”语言，使之超出日常意义范围。区分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认为在文学本文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指称功能和交际功能从属于词语结构——表达方式。主张从“词法”的角度研究文学，关心文学的结构，重视对文学特有的本质的辨认、分离和客观描述，以及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某些“音位的”技法。认为显著的结构特征只存在于作品本身，而不存在于作者。艺术是自主的，是一项永恒的、自我决定的、持续不断的人类活动。艺术永远不受生活束缚。他们注重“陌生化”（ostranenie）概念。这一概念由什克洛夫斯基首先提出。认为诗歌艺术的基本功能是对受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过程起反作用，使欣赏者不再看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使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以便把一种新的、生气盎然的前景灌输给欣赏者。文学语言不仅“制造”陌生感，而且它本身就是陌生的。后期追寻普遍存在于文学作品不同层次和各种手法中的相互功能关系和等级关系。反对文学研究在最高层次上只关心文学性的观点，主张承认“审美功能”在文学作品中的支配特性。还认为一贯由词语负载的“意义”决不会完全和词语本身相分离。诗歌中所运用的全部技法生成也构成诗歌的“意义”范围。 诗歌语言中的语音、句法型式、韵律、韵脚，小说中的情节都起着“陌生化”的重要作用。内容是文学形式的功能，不是和形式分离的东西。对于任何诗歌来说，重要的不是诗人或读者对现实的态度，而是诗人对语言的态度。文学史是新的形式或文体起而反抗旧的形式或文体，并对文学的永恒因素重新组合的历史，亦即陌生化的过程：当“陌生化”的东西转变为人们熟知的东西时，就用新的陌生的东西来代替。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对30年代的捷克结构主义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文体批评派美学和法国结构主义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着当代符号学美学。


布拉格学派
 （Prague school）　现代西方美学学派。1926年成立于布拉格。代表人物有雅各布森、莫卡洛夫斯基、马捷乌斯、特鲁别兹科依等。学派承袭俄国形式主义传统，利用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及其功能，认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就存在于其语言形式结构之中，现代文学美学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注重语言功能尤其是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利用语言认知功能和表现功能之间的区别来建立一整套原则，强调艺术自主功能和交际功能的辩证统一，认为“指向自身”的功能即审美功能才是诗歌语言的主导功能。在文学发展方面，认为文学史是对文学内在“结构”和“习俗”的接受与改变、重建之间既冲突又统一的过程，强调这种文学的“内在演变”的文学史观，坚持内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后期突出读者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该学派是连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桥梁，对于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作品有《论捷克诗歌》（雅各布森）、《捷克论诗》（莫卡洛夫斯基）、《比较音位学的任务》（马捷乌斯）、《作为社会事实的审美作用、标准和价值》（莫卡洛夫斯基）等。


新批评派美学
 （aesthetics of new criticism）　现代西方美学和文学批评流派之一。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英美两国，40、50年代在英美文坛占统治地位。得名于美国批评家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n，1888—1974）所著论文集《新批评》（1941）。该文集赞扬艾略特等人的批评见解和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称之为“新批评”，以区别于19世纪以来注重作者生平思想评价的传统批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艾略特、瑞恰兹、美国的兰塞姆等。20世纪初英国作家休姆和美国作家庞德所提出的强调准确的意象和语言艺术的主张是新批评派理论的开端。20年代艾略特和瑞恰兹分别以象征主义的诗歌主张和文字语义分析的批评方法奠定了新批评派的基本理论。新批评派成员众多，主张庞杂，但其共同倾向是强调艺术品的内在价值，把作品看成是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认为文学作品实为运用物质媒介来建造形式结构，即特殊感情的程式，而不是表现感情本身以及作家本人的个性，形式比内容重要得多，具有本体意义，为此必须排除作家的个性，遵循“非个人化”的原则。认为文学评论是对语言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应抱本文中心的态度，用整体性、连贯性等审美的和逻辑的标准来分析作品；对作品中的情节、性格和性格冲突、语词的表达方法、音乐般的节奏、内容的意义等，不同的人因修养、经历的不同有不同的偏重和理解，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社会上的各种人作为一个群体才能认清作品的全部层次和系统；对作品应用审美的标准去评判它的文学性，先根据特殊的语言结构把文学分成诗、小说等不同的门类，然后再看它是否值得以审美标准来注意而成为“好作品”，同时还要用超审美的标准去评判作品的伟大性。该派既不把作品本文同现实世界相隔离，又不将它与作者、读者的经验相分裂，认为作品是“晶莹透明的媒介物”。此派的观点得到燕卜荪、韦勒克、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等人的拥护和发展。该派重视批评实践，同结构主义美学相呼应，在西方各国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新批评派的代表作有《传统与个人的才能》（艾略特）、《文学批评的原理》（瑞恰兹）、《意图的谬误》（韦姆塞特和比尔兹利）、《七种歧义类型》（燕卜荪）、《文学原理》（韦勒克和沃伦）、《论诗的张力》（布鲁克斯·泰特）等。


实用主义美学
 （pragmatist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产生并流行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代表有美国杜威、佩珀、刘易斯等。实用主义美学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和它在美学上的应用。实用主义哲学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20世纪初在西方各国广泛流行。创立者为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真正奠基人为W.詹姆斯，主要代表是杜威。他们在哲学上的共同特点是都把客观存在与经验等同起来，否定认识的主、客体的区分，强调用“实践”（行动）应付环境，认为“实践”和真理的标准是“兑现价值”和“效用”。实用主义美学是这一哲学传统发展的结果。它把艺术和美都归结为经验，强调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的同一性。杜威认为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与一般的日常经验没有根本区别，是一种“精炼的、强化了的经验形式”；强调艺术表现中的经验内容，认为艺术不在于纯粹的形式，而在于借助物质媒介表现完整的经验，既要反对形式主义，又要反对直接表现未经经验加工过的客观事物的现实主义；反对把艺术划分为“有用的艺术”和“美的艺术”，鼓吹艺术的工具作用，即艺术有助于人们利用既往经验来造就新的、更好的经验。佩珀发展了杜威的美学观点，并应用于艺术批评，认为艺术作品有三要素：物质的艺术品；被物质的艺术品所引起的知觉；审美的艺术品，即由对物质的艺术品的各种知觉发展而来的艺术品。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必须从主、客观的相互关系中即经验中才能作出评价。刘易斯进一步试图把实用主义美学与逻辑实证主义美学调和起来，强调审美中经验价值，认为审美价值只能从经验中体现出来，反对将经验价值与审美客体的物理属性相混淆。提出艺术作品至少有三种东西：艺术家的意向或他意在表现的某种理式；在作品中找到的抽象实体；将这种理式和抽象实体表现出来的形式。审美的本质是对这三者进行观照和体验，而不是对艺术作品的物质属性进行反映。认为美学上种种谬误的根源在于把本来属于经验的审美价值划归审美对象的物质存在。实用主义美学是美国现代美学的主流之一，并在欧洲有所反映，对分析美学、新自然主义美学等流派都产生过一定影响。在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美学观点，在解放前经胡適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该派的代表作有《艺术即经验》（杜威）、《艺术批评的基础》、《艺术的鉴赏原理》（佩珀）、《对知识和价值的分析》（刘易斯）等。


精神分析美学
 （psychoanaly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30、40年代盛行于欧美各国。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重要代表人物还有荣格、兰克、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等。精神分析美学是用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原理来研究艺术，分析评论文艺作品的理论，是现代派文艺和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一个人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可以在艺术中得到满足，艺术是愿望的一种升华和补偿替代性的满足；艺术技巧和形式是对无意识的原始性本能的伪装、变形和修饰；作家用艺术技巧和形式来诱导人们进入白日梦，获得美的享受或乐趣；不同性格的作家和作品中不同的人物是“力比多”不同流向而产生的不同类型。他还用精神分析法对许多艺术家和作品的人物进行了分析。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理论，提出“集体无意识”论，认为集体无意识包含着连远祖在内的过去各个世代所积累下来的种种经验和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就在抓住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赋予它以可以接受的形象，唤醒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兰克把精神分析美学按美国社会进行了修正，提出以梦的结构来解释艺术家的心理过程；认为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之处在于能把本能冲动升华为人们所欣赏的形象；认为人类普遍的原始冲动是艺术作品中的乱伦题材的根源。阿德勒从个人心理活动的特点出发，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强调社会因素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和制约，另创个人心理学，从“自卑感”、“优越感”和“权力幻想”等角度分析艺术作品中的人物。精神分析美学的一些原理还被西方许多批评家应用于文学批评。琼斯把精神分析美学运用于对莎士比亚悲剧的分析，如认为《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在梦中搓手的动作正是她想洗刷自己那双罪恶之手的潜意识的表现。默里在论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的论文中，运用人格理论（超我、自我、本我）的三重关系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等等。精神分析美学对现代西方各派美学思想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但由于弗洛伊德过于强调个人潜意识和性欲的作用，使他的精神分析美学陷入唯心主义的随意性之中。作为一种美学和批评理论，精神分析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常常忽视决定作品面貌的社会历史因素，置审美价值于不顾，对不少作品进行了牵强附会的解释。


符号论美学
 （semio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德国，后传播到欧美各国，40、50年代达到成熟。奠基人为卡西勒，主要代表是美国苏珊·朗格，她发展并完成了符号论美学，其他代表还有美国莫里斯等。符号论美学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创造并运用符号来交流思想和认识对象，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文化现象，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人类经验的符号形式。卡西勒认为艺术是人创造出来的可以直观的形式符号，它用来把握自然和生活，与事物在想象中共鸣，给人一种形式的真理而不是经验事物的真理；在视、听、触等感觉现象的理解中给人以秩序，而不是在思想上或道德上给人以秩序；是一种直觉的语言，而不是逻辑概念那样的抽象的语言。苏珊·朗格发展了卡西勒的观点，把符号分为推理符号和表象符号，认为前者交流思想，后者表现情感。她在1953年出版的《情感和形式》标志着符号论美学体系的完成。她认为艺术是一种无法在推理的逻辑符号中表达的人类情感的表现符号，把艺术定义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单一的完整的表象符号，不像在严格意义上的语言那样有系统，不具备固定的单词和语法，没有推理语言所具有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只具有由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组成的含义。莫里斯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画像符号”，亦即是用来展示对象特征的符号，具有“价值的特征”，与人的崇高和欢愉等情感特征相联。符号论美学对强调形式意味的形式说和强调经验内容的表现说都有所汲取，成为形式说和表现说合作发展的新形式。符号论美学与结构主义、语义学、格式塔心理学等美学流派也有着紧密的关系，被认为使艺术哲学具备了相当可信的和明确的形式，对现代西方美学和文艺批评发生了广泛影响。


新自然主义美学
 （neo-naturalis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萌芽于美国，40—60年代产生广泛影响。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为美国门罗。因把桑塔亚那的自然主义美学奉为正宗，而又有所发展，故名。1928年门罗在其《美学中的科学方法》一书中，提出反对把美学与科学对立起来，要求把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去对待，预示了新自然主义美学的发展方向。该派美学受到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影响，推崇感性经验，贬斥理性思辨，认为人类及其全部作品包括艺术在内，都是自然现象，美学也应是一门自然科学。认为美感来自自然的或日常生活的经验感受，主张把美学建立在对个体审美经验的精细描述之上，从大量经验描述中概括出科学的美学原则，以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来改变和取代传统美学为艺术评价确立形而上学规范标准的学科方向。运用生物进化论和科学实验的方法研究美学，把美学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指出，“美学不仅仅是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且还是作为一种真正的技术发展起来的。”（《走向科学的美学》第七篇）认为美的本质取决于审美态度和对象的结构形态两个方面，美以及与此相关的丑、崇高等范畴已属于过了时的被摒弃的概念。提出美学研究的范围为审美形态学、审美心理学和审美价值学。该派美学对于推动现代西方美学向着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新自然主义美学的代表作有《走向科学的美学》、《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门罗）等。


分析美学
 （analy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萌芽于18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家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在1785年出版的《人类智力论稿》一书中已提出：我不能设想，在被我们称为美的各种不同的事物中，会存在任何相同的特性。主张对美的概念进行具体分析。但作为现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则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分析哲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分析哲学在美学上的应用。分析哲学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否定对传统哲学中基本问题的研究，认为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对科学的语言进行逻辑的分析，阐明其意义。认为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是含混的，这是造成哲学“误解”的根源。分析美学以分析哲学的立场和方法为基础研究美学问题。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情感主义阶段”。主要代表是英国的摩尔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摩尔在《伦理学原理》（1903）一书中创立了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认为对于“善”、“美”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客体和性质是不能分析和下定义的。只能通过直觉加以认识。美和善一样，是一种内在价值。审美价值是由美的客体相应的情感以及对客体实在性的真实信念等组成的有机整体，本身就是善的。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也主张美学和伦理学一样，是不能加以表述的。英国艾耶尔发展了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方法，认为“美的”这种美学上的词不是用来构成事实命题的，只是表达某些情感和唤起某种反应。美学只能研究什么是美的情感的原因，而不可能讨论美学中的价值问题。第二阶段侧重于从日常语言运用方面分析美学和艺术问题，代表人物有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美国韦兹（Morris Weitz，1916—1981）、肯尼克、迪基、布洛克。他们都认为传统美学建立在为美和艺术等下定义的基础上是完全错误的。美和艺术等并没有统一的本质，只能在其中看出“一张部分相似和一点相似的错综复杂的网”。各种不同的美和艺术之间只有“家族类似”的关系。对于“艺术”这一类现象，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不应是“什么是艺术”？而应该是“艺术属于哪一种概念”，以及对这一概念的实际用途和使用条件等的逻辑描述，“美”和“艺术”这些词的意义就在于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懂得了它们如何被使用，也就懂得了什么是美和艺术。分析美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得到广泛的传播，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贡献是有力地批判了传统美学研究中术语使用方面的混乱现象，但它否定“美”、“艺术”等具有统一的本质，否定对美学中的术语加以定义的可能性，从而否定了美学研究的可能性，因而遭到了美国美学家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1908—1987）等人的有力反对。分析美学的主要代表作有《逻辑哲学论》、《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维特根斯坦）、《伦理学原理》（摩尔）、《语言、真理和逻辑》（艾耶尔）、《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韦兹）、《艺术和美学》（迪基）、《艺术哲学》（布洛克）等。


语义学美学
 （semantic aesthetics）　20世纪西方美学流派之一，形成于20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有英国瑞恰兹等。语义学美学是建立在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一种科学主义美学。重视语言问题和意义问题，主张对词语、句子和美学中使用的术语进行语义分析，以消除含混，建立一套语义学的科学方法。在意义问题上，认为词语、思想和事物之间呈现出一种“三角形”关系，符号和所指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意义来源于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在语言的功能方面，强调区分语言的指称功能和情感功能，认为“美”主要是一种情感语言，仅仅表明我们对情感的态度；美不是事物的一种内在属性，只是我们对对象的一种主观情感反应，因此“美”不能加以定义，美感经验也不能加以验证，对美的本质进行探讨没有意义。还注重从心理学原理出发对审美经验和审美判断、艺术价值和艺术交流进行研究，强调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同一性。语义学美学对后起的新批评美学、分析美学和结构主义美学都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该派代表作有《美学基础》、《文学批评原理》（瑞恰兹等）。


新托马斯主义美学
 （neo-Thomis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40、50年代得到较大发展。主要代表是法国哲学家马利旦和吉尔松等。新托马斯主义美学是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这种哲学于19世纪末初具形态，主要在有广大天主教信徒的国家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出教会和哲学领域，涉及政治、伦理、历史、美学、科学等方面，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扩大。哲学上重新解释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力图把神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马利旦提出要把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改造为以“上帝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促使现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神圣化。吉尔松认为，人只有通过宗教上的直觉才能渗透到事物本体之中并对神有所认识，所以真实的对象乃是“神”，面对冷酷的现实，提出要对上帝进行“再发现”。美学上认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心灵活动，不属于智性的逻辑方式，而是一种由上帝给予启示的神秘直觉，使人去直觉纯粹的存在即上帝；绘画等艺术创造了新的形式去赋予存在，人们通过这些存在领会上帝的造化和上帝的存在，而诗的直觉比受物质条件束缚的其他艺术更为自由，能在精神上以直觉的方式与存在精神直接相沟通。重新抬出老托马斯的美的三要素说，认为艺术作品的完美应具备完整性、和谐及体现上帝的存在，马利旦并对鲜明性作了新的解释：鲜明性虽然本身光辉灿烂，但往往使人觉得不够鲜明，因为愈带根本性就愈深刻愈隐蔽，它指向精神领域。他们把直觉、无意识、形式创造、符号象征等美学上的新概念和某些内容纳入自己的美学之中，以表示其符合时代的发展，认为艺术的直觉和符号象征的作用是为了领会自身之外的存在即上帝。又重新把艺术隶属于神学目的，马利旦说，“我建议艺术为神效劳”。新托马斯主义美学在欧美有相当的影响，现代派中的非理性、象征、神秘的形式等等，与新托马斯主义美学所宣扬的世俗的虚无、现实的无意义不谋而合。该派的代表作有《艺术和经院哲学》、《诗的界说及其他》、《诗的状况》、《艺术和诗的创造性直觉》（马利旦）、《绘画与实在》、《美的艺术》、《艺术中的形式和内容》（吉尔松）等。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Gestalt psychology aesthetics）　又称“完形心理学美学”。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30年代在格式塔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50、60年代形成有影响的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有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考夫卡。后期主要代表为美国的阿恩海姆。格式塔心理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完形”（即格式塔），该词最早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埃伦菲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在《论格式塔性质》（1890）一文中首次提出，指一首音乐乐曲不只是其乐音的总和，而且是全部乐音组织结构所形成的整体形式，它具有乐音总和所没有的新的性质。后德国心理学家韦特墨（Max Wertheimer，1880—1943）、苛勒（Wolfgang Köhler，1887—1967）和考夫卡共同创立了格式塔心理学。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完形”概念，认为“完形”是对象原有的整体性，它先于并决定对象各部分或要素的性质和意义；与此相应认为心理现象也具有结构性或整体性，知觉不是感觉的简单相加，思维不是观念的简单联结，学习与创造是对对象整体结构的领悟与把握；认为人的感知自身有组织作用和整体化倾向，即完形化功能。他们借用物理学的“场”概念提出“同形同构”论，认为物理事实有物理场，人有心理“场”，两个“场”相互作用，形成心理物理场，即心物之间有着相似的动力结构，人对事物能作出整体性的心理反应并获得顿悟。格式塔心理学这些基本思想成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主要特征是强调艺术作品的整体性和人的心理对对象的组织构造和整体化作用，即“完形”作用。考夫卡从“完形”论出发，认为艺术作品各部分相互依存组成一个有结构的统一整体，这种整体结构对人发出要求，使人受到感染。阿恩海姆把格式塔理论用于分析视觉艺术，系统阐述了该派美学的知觉的简化、似动运动、方向性张力等重要原则，认为艺术建立在视知觉的基础上，对知觉结构的分析是艺术分析的基础，艺术创作的关键是把握住事物在组织结构上的整体特征。美国的迈耶（Leonard B．Meyer，1918—2007）把信息论引入“完形”理论，认为音乐跟语言一样，依靠的是一种具备了有序可能性的系统，这种系统若是高度组织起来，其引出的后果便有高度的可能性，它所传递的信息就微弱，反之，它所传递的信息就会加强；主张音乐作品结构中的确定性是否直接得到满足是区分艺术音乐和原始音乐的标准。奥地利的埃伦茨韦格（Anton Ehrenzweig，1908—1966）把格式塔理论与精神分析美学同时运用于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认为人们总是力图找出最简单、最稳定和最紧凑的模式来感受外物，然而艺术家与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从心理的、深邃的、无意识的层次上获取营养，这能满足意识对准确、统一和“优”格式塔的需要。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能比较广泛地解释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复杂心理现象，具有较大影响，至今仍在继续发展；但它的形式化倾向和“场”概念类比应用等则受到其他美学学派的怀疑与批评。该派的代表著作有《价值在实际世界中的地位》（柯勒）、《艺术心理学问题》（考夫卡）、《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阿恩海姆）、《音乐中的感情和意义》、《音乐、各种艺术和观念》（迈耶）、《对艺术视觉和艺术听觉的精神分析》、《艺术的潜在次序》（埃伦茨韦格）等。


完形心理学美学
 　即“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存在主义美学
 （existentialis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入法国，并获得发展。有无神论存在主义和宗教存在主义之分。70年代后地位有所下降。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法国的萨特、梅劳庞蒂等。哲学上，认为一切存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的存在，事物只有通过人才显示出来，人是事物的展示者。人通过自由选择来造就自己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有在畏惧、焦虑、死亡的状态中才能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不畏惧死亡，或者借助宗教和上帝的力量来抗拒畏惧。存在主义美学是存在主义哲学在美学和艺术问题上的应用。它不是一个统一、完整、严格的体系，该派中各人思想亦有差异，故也有人否认存在主义美学存在。其审美观和艺术观具有深广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互为本源，互为本质，但都依赖于先于它们的第三者，即艺术的存在；艺术作品虽有物性，但却是非现实的存在，它们不是对个别存在物的再现，而是对物的普遍本质即真理的再现；作品的存在就是建立了一个世界，它比我们自认为可把握的东西的存在更加完整。雅斯贝斯认为，一切存在者都是存在本身的“暗号”，通过直观传达这个暗号读解的就是艺术。萨特认为，艺术创造了一个世界，它只为自身并根据自身而存在；艺术作品及其形式有自身存在的独立自足性，但它必须通过观赏者的想象，亦即在观赏者的阅读之中的再创造，才能显现出来。萨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认为纯粹艺术是为表现而表现的，不是以生存为根据的，它使人堕落为审美的生存，进入空想的错觉；文艺应该介入生活，成为人们要求自由和保卫自由的一种方式；艺术不对事物进行模拟，也不是事物的标记，而是由自由来重新把握世界的一种创造物。艺术的创造和欣赏，就是对照明生存意义的密码的破译，是思考存在者的存在和取得自由的一种手段。存在主义美学贯穿着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对文艺创作影响很大。存在主义作品要求充分体现“自由选择”的哲学原则，呼吁公众的自由。萨特本身就是一位重要作家，写过《恶心》、《死无葬身之地》等一大批存在主义小说与戏剧作品。存在主义美学对现代西方美学，特别是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都有一定的影响。它与现象学美学在观点上有不少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前者较注意人的存在的问题，后者则强调作品的存在问题。存在主义美学的代表作有《艺术作品的本源》、《诗歌、语言、思想》（海德格尔）、《什么是文学》、《想象心理学》（萨特）、《眼与心》（梅劳庞蒂）等。


现象学美学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西方现代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波兰，40、50年代在法国得到发展，60年代后在英美和其他英语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主要代表人物是波兰英伽登和法国杜弗莱纳。现象学美学的最基本特征是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研究美学问题。在方法论上提倡：（1）只关心显现于知觉的对象，并作出现象描述；（2）只有当这些对象符合普遍规律时才注意它们；（3）既反对传统美学的自上而下的演绎法，又反对心理学美学的自下而上的归纳法，采用一种特殊的直觉——“本质直觉”去把握审美对象的一般特性。其前驱为德国现象学哲学家盖格尔，他在1913年写的《对审美欣赏现象学的贡献》一文和1928年出版的《美学入门》一书中已着手区分审美欣赏的共同特征，提出了某些现象学美学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流派，现象学美学的完整体系则是由波兰美学家英伽登在30年代建立，并为法国美学家杜弗莱纳在40、50年代所发展。英伽登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确立了现象学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本体论方面，对文艺作品的存在方式和内在结构作了探讨，认为文艺作品既不是如数目那样的观念的实体，也不是如纸上的油墨那样的物质的实体，而是建立在物理对象上的、由艺术家新创作的某种事物。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由“语词—声音”、“意群”、“系统方向”和意向性客体所体现的世界这四个互为条件、层层递进的层次构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具体化”和“重建”理论，认为欣赏者参与艺术创造活动，艺术创造中的许多不确定的区域有待欣赏者加以充实和完成。在价值论方面，试图建立艺术价值的结构系统，区分了艺术品与审美对象，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杜弗莱纳把现象学美学经验主义化，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欣赏者的审美经验，以审美对象和审美感知为研究中心，认为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相互制约，互为补充。审美对象是在主体和客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诸审美要素的组合，同时包含了深层的意义。审美感知过程由呈现、再现和想象以及反照和感觉三个阶段构成。现象学美学直到50、60年代后才产生广泛影响，对于存在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分析美学、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及文艺批评方面的“新批评派”和日内瓦学派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今仍在欧美各国继续发展。现象学美学的代表作有《文学的艺术作品》、《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英伽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杜弗莱纳）等。


文体批评
 （style criticism）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产生于德国，60年代后趋于衰落。主要代表有施泰格尔（Emil Staiger，1908—1987）和凯塞尔（Wolfgang Kayser，1906—196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反战情绪强烈，非政治化思想倾向弥漫，由此形成远离社会和现实的形式主义思潮。该派反对用政治、经济、思想史乃至心理因素来分析文学作品，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脱离现实历史和经验世界的独立自足的结构，文艺理论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对纯语言、形式结构进行美学的分析和阐释。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统一的整体，艺术作品的意义不指示现实，一切表达出来的内容都在整体之中，因此只能从其本身来理解和阐释。作品所描述的“第二世界”是独立于第一世界（现实世界）的自足体，具有本体论地位，对它的阐释必须超脱阐释主体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具体语境，通过形式、修辞、体裁、风格等文体范畴，借“移情作用”审美地接近作品的本体内涵。该派在20世纪60年代政治化倾向重新崛起并居于主导地位后迅速衰退。其将文学作品从历史和社会中剥离开来而集中于文体方面的实质是非政治化、非历史化的形式主义，但作为对纳粹法西斯主义政治原则的决裂和对于文艺自身审美物质和形式规律的反顾，它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探索文艺创作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推动。该派主要代表著作有《语言的艺术作品》（凯塞尔）、《诠释的艺术》（施泰格尔）。


原型批评美学
 （aesthetics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失去影响。主要的创始人是加拿大N. 弗莱。其理论基础是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在批评实践中，致力于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其深层的基本形式，如文学作品中所隐在的神话类型，并把这些基本原型广泛用于分析、诠释和评价作品。N. 弗莱利用借自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原型”理论对整个西方文学进行梳理，揭示出文学发展不但是原型意象不断置换更替的有规律的演进过程，而且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在批评方法上，采用“远观”（stand back）的方法，从文学与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广泛联系中，在整体上把握文学活动，克服了新批评“细读”（close reading）的狭窄视野的局限。但原型批评美学无视文学的终极源泉是社会生活的事实，忽视个体作品的差异特征，不承认文学质的发展，这些都是有失偏颇的。该派代表作有《批评的解剖》、《伟大的代码》（N．弗莱）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崛起，50年代前后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达到鼎盛时期，70、80年代在英国、美国得到新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在理论上又不同于苏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理论和学术思潮。该思潮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释、复兴、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其论域广泛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艺理论和美学等诸人文社会学科和研究领域，并多线索、多形态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学和文艺领域的理论体现。代表人物有卢卡奇、葛兰西、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可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强调艺术“感觉性”特征以划清艺术与科学认识的界限，艺术的审美效果在于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距离”与“不在场”。人本主义强调文艺的总体性特征，突出文艺的主体性，割断主体性、意识形态同社会经济基础的联系；发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和人性复归的论述，把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作为其总体性美学观的出发点，认为现实社会造成了主体性的异化，通过文艺和审美活动扬弃异化是总体性美学的目的。在文艺本质和特征、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等问题上持反决定论立场，否定文艺从属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者自居，又吸收综合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形成以现代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现代社会对于人性的否定，强调现代艺术反抗社会、拯救人性、解放人类的社会职能。晚近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将美学研究拓展到了文化层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虽然观点各异，但有共同关注的美学热点，表现在：在艺术的功能和性质方面，论证文艺与现实社会的对立，提出文艺与现实的“非同一性”等原则，强调文艺本质的超现实性和否定性，并直接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在艺术的价值目标方面，把艺术和审美作为拯救人类和现实的唯一途径，提出“文化救赎主义”、“感性的解放”等命题，认为现存社会都已经被既定的现实原则精神所渗透，惟有艺术领域存在着“拯救未来的形象”，人类解放必须走艺术解放的道路，艺术解放是人类总体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证高雅文化对于人类解放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尖锐批判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艺，认为文化工业和大众文艺已经全面操纵和主宰了现代社会，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单面性”和“攻击性”，只有展开对其批判人类才能走向解放。该派美学思想对于当代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理论》（阿多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后期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姆逊）等。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
 （Frankfurt school of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因其主要成员均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员而得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潮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1895—1973）、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本雅明、哈贝马斯等。该派成员于30年代因希特勒迫害先后迁往日内瓦和美国，理论影响逐渐扩大，50年代在法兰克福大学恢复研究所，并在科隆、慕尼黑等地新建组织，扩大学派，培养出第二、三代理论家。至60年代发展到顶峰，70年代后进入衰退期。该派理论家以社会哲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为分析当代社会及其历史根源提出了一种共同的立场和方法，即“批判的社会理论”。他们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继承者自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尖锐的批判，但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科学性对立起来。其思想来源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批判理论、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学方面，贯穿着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批判倾向。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的产品反过来控制人自己，社会变得同它本身相异化。人并不是机器，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有感情的动物，人不仅靠劳动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也在艺术和游戏中获得乐趣。该派共同的美学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劳动和享乐、需要和美、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异化，资产阶级文化只会导致一种虚幻的美感和幸福感，并使人的审美能力变得千篇一律。强调艺术的社会职能，认为现存社会否定了人性，艺术就应当彻底否定和批判现存社会，参与拯救和恢复人性的活动，要求艺术成为反抗社会、解放人类的工具。该派许多人还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用来分析艺术和审美现象，马尔库塞试图把全部美学问题包括到作为保证性欲能自由地得到实现的条件的“非压抑性文明”的方案之中。该派美学思想在欧美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派的美学代表作主要有《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审美之维——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马尔库塞）、《音乐社会学导论》、《美学理论》（阿多诺）等。


结构主义美学
 （structuralistic aesthetics）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初开始酝酿，20、30年代在俄苏和捷克形成，50、60年代在法国达到鼎盛。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等。结构主义原指作为思潮和运动源头的现代语言学流派及其在人文科学各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结构主义美学受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的重大影响。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有其自身稳定的内在关系结构。每一语言符号都包括“能指”（即有声的或书写的语词）和“所指”（即概念和意义）两方面，并提出语言研究中的共时性概念。这对于结构主义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结构主义美学把现代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和观点应用于美学研究，试图揭示实际的美学现象背后稳定的系统结构，以及这些现象的可能形式与意义。认为组成一个美学对象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关系亦即形式或结构。一部文艺作品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特殊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特殊的处理语言的方式。要把握文艺作品必须研究它的结构。文学家和艺术家只是文艺作品中的一个被决定项，结构借助于他进行文艺创作。文艺作品的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社会生活、历史环境等其他系统都没有联系，具体文艺作品与它的作者也毫无关系。结构主义美学研究文艺作品，不考虑产生作品的社会条件、艺术家的思想和经历等因素。结构主义美学在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雅各布森那里已露端倪。雅各布森认为，诗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诗歌是起美学功能的语言。美学现象的自主性和内在性就在于语言本身使它具有美学价值。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1928）一书中，具体地对一百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进行结构分析，发现所有故事都有英雄、敌手、假英雄、助手、公主或她父亲等六种人物组成，从而概括出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结构模式。布拉格结构主义主要代表莫卡洛夫斯基则指出，艺术是一种符号事实，在这种意义上，结构主义美学可以被看作是一般符号学研究的一部分。艺术是一种“功能的结构”，艺术作品的各种成分具有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的功能。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美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神话研究方面。认为神话是一种具有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双重结构的特殊语言。神话的意义在于它的内在的共时结构之中。神话的深层结构是由人类先验的下意识结构所决定的。他考察、分析了南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流传的大量神话故事，揭示了它们共同的深层结构和内涵。巴特则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地引进文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行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大“句子”，句子是一部小“作品”，主张从叙述者、语言、故事三者关系上，通过功能层、行为层和叙述层三个层次来描述叙事性文艺作品的结构，并以此确定作品的意义。结构主义美学在70年代开始衰落。它用系统性和整体性原则研究文艺作品，注重组成一个作品的各部分之间关系的研究，注意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主观主义的美学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根本局限则在于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倾向。结构主义美学在欧美各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作有《结构人类学》、《神话学》（列维斯特劳斯）；《论拉辛》、《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巴特）；《形象Ⅲ》（谢奈德）和《结构主义诗学》（托多罗夫）等。


法国结构主义
 （French structuralistic aesthetics）　结构主义美学流派之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列维斯特劳斯、热奈特、戈德曼、阿尔都塞、格雷马斯、拉康等。它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逻辑延伸。强调结构的整体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反对印象派一类的主观批评，力图寻求文学批评的恒定模式；反对忽视文学作品整体的文本细读，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力图通过思维模式追踪文学的深层结构；相对淡化对于作者、读者、社会生活维度的关注，突出文学作品层面的研究，在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方面有深入研究。前期强调通过深度模式认识内在结构，突出共时性维度的重要性，强调在社会结构中把握对人的认识，后期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结构再组理论影响下，肯定结构的发展变化，走向了解构主义。该派将作品意义与结构联系起来，打破了关于文学的神秘化观念；强调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偶然性，丰富拓宽了文学批评的功能；其文学整体观以及对于文学符号学、叙事学的重视拓宽了美学研究视野，在方法论上体现出先验论倾向；其对文学自足性、整体性的极端强调使其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反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该派主要代表作有《语言学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结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叙述的方式》（热奈特）、《发生学结构主义》（N.戈德曼）、《〈十日谈〉的语法》（托多罗夫）、《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结构语义学》（格雷马斯）、《符号学原理》（巴特）等。


结构主义前四子
 （gang of four of structuralism par excellence）　指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前期4个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福柯、阿尔都塞、拉康。参见“法国结构主义美学”。


结构主义后四子
 　指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后期4个代表人物：巴特、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勃瑞蒙。参见“法国结构主义美学”。


结构主义五巨头
 　指法国结构主义美学5个重要代表人物，包括结构主义前四子列维斯特劳斯、福柯、阿尔都塞、拉康以及结构主义后四子中的巴特。


解释学美学
 （hermeneutic aesthetics；hermeneutische Ästhetik）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德国。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为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其《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是现代解释学哲学的代表作和解释学美学的经典文献，确立了解释学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解释学（Hermeneutik）作为一门宣告和解释的技术，发端于古希腊，由希腊神话中为诸神传达消息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而得名。中世纪，它被发展为解释圣经经典文献的神学解释学。近代，施莱尔马赫等人则使解释学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而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解释学美学的先驱是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艺术被当作“理解人生的器官”。海德格尔把解释学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并从解释学角度研究艺术的存在方式，标志着现代解释学的诞生。但他们都没有提出解释学美学的系统理论。伽达默尔提出了完整系统的解释学美学体系。解释学美学认为，美学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审美对象的理解和解释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认识，而且首先是对于审美对象存在的确认，审美理解和解释属于本体论范围；美学研究应从单纯寻找审美对象（艺术文本）原始涵义的传统倾向，转到对于审美经验的研究上。认为艺术文本是一种开放性的对象，对其理解和解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由于历史距离和审美主体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影响，对艺术文本的解释必定存在着“偏见”，这是一种合法的偏见，应当在审美主体的“偏见”中去理解和解释艺术文本。认为审美理解包含了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即对于审美对象必须根据细节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根据整体来理解细节。指出“视界融合”是审美理解的一个关键步骤，对艺术文本应当从效果的历史中去加以理解。审美理解需要的不是一种复制的态度，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态度。解释学美学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感，注意从社会和人的内在联系中探询艺术文本的意义，纠正了传统美学把艺术文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并试图复制艺术文本的错误倾向。其局限在于片面夸大审美理解的重要性，认为艺术文本的意义主要由主体的审美理解所决定，忽视了创作主体的主要作用。解释学美学对欧美各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特别是接受美学产生巨大影响，接受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解释学美学的一个分支。


接受美学
 （receptive aesthetics；RezeptionsÄsthetik）　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联邦德国。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尧斯、伊瑟尔等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Die Konstanzer Schule）的五位年轻学者。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研究中心，通过考察文学的接受和产生效果的过程来揭示文学的本质和特征的美学理论。1967年，尧斯发表了《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被公认为是接受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宣言和理论纲领。接受美学的兴起，是对长期以来西方美学研究一直把重点放在作家、作品上面，很少关心或根本忽视读者在文学发展中作用的传统观念的一个突破。接受美学提出，文学研究应将讲艺术创造的传统美学与讲接受和效果的接受美学一起作为基础，把整个文学活动看成是包括作家（生产）—作品（本文）—读者（接受包括批评）三个环节在内的动态过程。作品的产生只是文学活动的最初阶段，作品的潜能和价值只有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才逐步得到实现。接受美学把读者的接受活动提高到一个突出的地位。认为读者在文学活动中并不是一种被动因素，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力量，读者有自己的特定的“期待视界”（Erwartungshorizont），能对作品的意义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并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想象性再创造。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由作者的创作所赋予，也由读者的阅读所补充和丰富。接受活动和读者是新的文学创作过程的推动力。接受美学把文学史看成是文学效果的历史，要求实现文学的效果与文学接受之间的统一，把文学的效果史同接受史统一起来作为文学史描述的重点。接受美学的主要思想基础是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哲学和美学，是解释学美学的新发展，两者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对过去作品的解释，后者则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读者上。同时，接受美学还受到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哲学和美学思潮的影响。接受美学在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贡献在于突出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中的读者的作用，系统研究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而它的主要缺陷在于偏重于研究读者接受过程，对作家的创造活动及作品本文的意义和形式注意不够；片面强调读者的阅读经验与期待视界的作用，而对社会对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制约作用有所忽视。接受美学产生以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重视。接受美学的代表作有《论接受美学》、《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学》（尧斯）、《阅读行为》、《潜在的读者》（伊瑟尔）、《文学—社会—读者》（瑙乌曼等）、《感受文体学》（菲什）等。


后现代美学
 （post-modern aesthetics）　当代西方美学思潮之一。兴起于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认为，该思潮以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或称为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等诸层面矛盾与冲突的美学反应。它孕育于现代主义（30年代）中，正式出现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70、8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90年代初开始由欧美向亚洲等第三世界撒播，成为世界性文化思潮。该思潮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有法国巴特、克里斯蒂娃、利奥塔、拉康、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英国伊格尔顿、纽曼（Charles Newman，1939—2006）、鲍曼，德国伽达默尔，美国哈桑（Ihab Hassan，1925—）、德·曼、米勒、詹姆逊、马尔库塞，荷兰佛克马（Douwe Fokkema，1931—2011）等。对传统美学进行否定性批判：消解传统美学基本理论命题以及由此建构的整个理论体系，反对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美的本质和艺术本质的定义，否定美与艺术研究的客观真理性和认识论价值，取消传统人为设置的美学与非美学、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为通俗美学、通俗艺术正名，在内容上怀疑理性和确定性追求的信念，在形式上抛弃传统美学构成形式美的基本要素。贝尔指出，后现代美学是对于现代美学的推进，它反对美学对于生活的反思和证明，张扬非理性，依赖本能；抹煞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追求瞬间与暂时，艺术成为一种游戏；视觉美学主导审美潮流。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作为一种精神和价值模式，它表征为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反抗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等，它不再追求形式的愉悦优美，不再凭借趣味上的共识去达成对于永难企及之物的缅怀。哈桑提出后现代美学第一个特征是颠覆既定模式和秩序，表现为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以及卑琐性，第二个特征是“重构”趋势，具体表现为反讽、种类混杂、狂欢、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等。詹姆逊认为，作为文化形态的后现代随着现代主义在社会文化中地位的衰落而崛起，以激烈批判，并力图否定、超越启蒙主义以来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在意识形态和美学上同现代主义决裂，成为一个文化新时代的标志。其基本特征为：呈现“审美的通俗化”和“审美的民众主义”倾向；消解深度模式，导向平面化；放逐主体，导向“零散化”；丧失个人风格，导致“拼贴杂凑”；抹去历史性，导向虚假历史意象的“复制”；抛弃关于未来的思考，崇尚形象的文化形式；取消批评距离，陷于无法辨识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空间中。德里达提出，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是一种幻想，语言的意义取决于符号的差异，同时，意义必将向外撒播，永无止境地延宕，所以，意义最终是无法获得的，文本的意义没有得到确证的可能。巴特从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否定了文本确定意义的可能性，文本的意义和结构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结构是一切文本的属性，阅读对于创造性文本具有决定作用。德·曼的修辞阅读理论则认为语言的修辞性造成一切文学文本的自行解构，并最终造成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阅读理解的不确定性。对于该思潮，反对者视其为人类自戕行为、一种宣泄后的匮乏，赞同者则强调其多元化主张和重视历史的机遇性以及整体思维方式的飞跃，折衷者则在其对现存秩序的揭示和冲击与极端化倾向之间进行调和。该思潮主要代表著作有《后现代状况》（利奥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詹姆逊）、《后现代转折》（哈桑）、《事物的秩序》（福柯）、《论文字学》、《人类科学话语中的解构》（德里达）、《盲视与洞见》（德·曼）、《类像与仿真》（鲍德里亚）等。


后美学
 （post aesthetics）　当代西方美学思潮。是20世纪以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有机部分。英国学者伯恩斯坦在《艺术的命运》中将其概括为对于康德主义美学以及对于纯知识性认识的批判和反动，核心是对于艺术的政治属性的解读和还原。认为康德及其开始的美学现代性标志着艺术自律性的确立，但是现代性的分化也意味着对于人类文化整体性基础的分割，以及使人类面临着丧失文化基础的危险。后美学通过否定艺术的自律性以及否定艺术、真理和道德之间的严格界限来否定美学的现代性基础，要求用非美学的术语来揭示艺术，致力于历史地考察艺术。鲍德里亚则提出，后美学产生于超现实的后现代社会背景中。在这样的社会中，关于符号生产与现实之间是模仿关系的古典原则已经被彻底颠覆，符号生产不再受制于现实的种种限制和禁忌，其内在依据不是现实，而是人工的模型和范本，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发生断裂，界限消失，符号生产创造出取代现实甚至比现实更加真实的“现实”，表征危机得以产生，一切依据理性和表征的判断都已消失，审美不复存在。艺术与生产结合，技术逻辑在符号世界占据统治地位，并统治着后现代世界中的主体。经典意义上的审美消失，人们面对着后美学的社会和文化。一般认为，后美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是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的美学描述，涉及一个审美观念和艺术的泛化过程，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而是进行着“美学的殖民化”；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已经耗尽创新的能量，审美的非美学倾向导致艺术与审美的衰亡，主体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审美的终结；艺术的市场逻辑超越了审美的界限，审美判断已不可能，乌托邦无法实现，艺术的使命已经终结。该思潮为透视后现代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也流露出虚无主义和非理性的倾向。


后分析美学
 （post-analytic aesthetics）　当代西方美学流派。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迪基、N.戈德曼、布洛克等。该派由分析美学演变而来，是分析美学新的发展形态。在美学倾向上，一方面沿袭分析美学的基本思路，对传统美学进行语义学分析，批判其术语、概念上的混乱及其思辨性和本质主义的偏颇，另一方面又对分析美学全面否定传统美学的做法有所保留，对传统美学有所让步，在传统美学和分析美学之间进行折衷调和，肯定美与艺术等范畴的开放性、可定义性，呈现出与其他美学流派相互交融、渗透的倾向，基本以折中调和、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其他美学学派，因而具有浓重的折衷主义色彩。在艺术理论方面，关注艺术本质问题，肯定艺术的可定义性与艺术本质的可把握性，注重与艺术实践的联系，密切关注现代艺术的发展，并试图对现代艺术的发展进行理论概括。迪基提出了习俗论美学，N.戈德曼在融合分析美学和符号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艺术符号论美学，强调对艺术作品的符号功能进行语言学分析，以艺术符号体系中的审美征候作为区别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的主要标准。布洛克认为传统美学在语言和术语使用上的混乱是产生美学误解的根源，审美态度是观看同一件物体的不同的观看方式，它通过感官把握对象的整体意义，具有社会性、无功利性，一件物体之所以成为艺术品，主要是由审美态度决定的。后分析美学对于西方当代美学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但也存在理论难以自圆其说以及艺术外延泛化的不足。该派主要代表作有《艺术与美学》（迪基）、《艺术语言》（N.戈德曼）、《美学新解》（布洛克）等。


后结构主义美学
 （post-structuralistic aesthetics）　当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1968年“五月风暴”后产生于法国，后很快在欧美各国传播。主要代表有德里达、福科、巴特、克里斯蒂娃以及美国耶鲁批评派的主要成员等。该派由结构主义演变而成，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成员也大部分来自结构主义学派，他们的主张尽管有所不同，但都对结构主义的哲学、美学方法提出质疑，不承认有语言、文学的结构，主张超越结构主义。在哲学、美学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整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整体的压制性质，分解整体性，有助于差异的撒播，防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僵化。批判西欧凭借客观和理性来恢复对世界秩序的认识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特别以尼采的理论为依据，否定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不信逻辑，试图恢复被结构主义所忽视的非理性事物和伦理性事物。它在哲学、美学上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主要也围绕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但其“文字”概念意义十分宽泛。把文字学提到哲学的高度，认为文字学是概括性的科学，它研究“活的”话语与书写符号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世界历史的某一时代情况。认为文字不仅是服务于科学的辅助手段，也是理想的客体可能性的条件，是科学客观性的条件。文字先是认识的条件，然后才成为认识的目的。美学上认为文学作品没有一个内在中心或结构，没有决定作品终极意义的绝对真理，只有一个“无中心的系统”；诠释过程一层层不断地展开所指，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一个新的所指即表意系统，因而诠释过程严格地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而文学作品则像个洋葱头，由许多层构成，里面到头来并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该派美学观点否定西方传统美学包括现代结构主义美学，对后世美学产生了强烈、深刻的影响。


耶鲁批评派
 （Yale Critics）　又称“耶鲁批评家”、批评界的“耶鲁学派”或“阐释帮”。当代现代美学和文学批评流派之一。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形成和发展。主要代表有被称为“耶鲁四人帮”（或称为“耶鲁四巨头”）的德·曼、H.米勒、G.哈特曼和布鲁姆等。1966年，法国德里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作了有关解构主义的讲座，吸引了不少美国学者。此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以耶鲁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为中心，一些致力于摆脱“新批评”的批评家和学者，迅速形成一股力量，使解构主义批评在各个文化领域传播开来，而耶鲁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耶鲁批评家不但邀请德里达去该校主持每年的研讨会，且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路和观念，在传播自己观点的同时，也把德里达的名字和风格从耶鲁传播到全美国。1977年德里达等五人发表《解构与批评》宣言，标志耶鲁学派的正式形成。其内部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哲学上都共同反对经典的结构主义所试图运用的二元对立法，认为这种方法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以及种种等第之间划定明确的界线是机械的、不可取的。通过对所阅读或理解的文本的“解构”，对立的态势可以部分地削弱，或者在分解本文意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对立的二项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削弱对方的力量。认为“解构”并非为了证明文本意义的不可能，而是要在作品中（“构”）解开、析出意义的力量（“解”），它使一种解释法或意义不致压到群解，而只是成为群解中的一种。耶鲁学派解构主义主张的哲学意义是否定西方传统的语言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文学批评中，认为文本以及对文本的分析是首要的，而作家、历史和其他有关材料则是次要的。该派还向传统的对文学与批评的基本区分提出挑战，怀疑批评能够提供特殊的知识，强调批评永远是一种“写作”活动。该派的美学观点在美国与西方产生广泛影响，取代新批评派而成为主流，并在继续发展中。该派代表作还有《阅读的寓言》（德·曼）、《小说和重复》（H.米勒）、《荒野中的批评》（G.哈特曼）、《误读图示》（布鲁姆）等。


伯明翰学派
 （the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当代西方文化批评及美学学派。20世纪60年代中期围绕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而形成，以研究通俗文化和媒体而著称。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斯、修森（Andreas Huyssen，1942—）、莫莱（David Moley，1949—）、赫卜森（Dorothy Hobson，1942—）等。前期伯明翰学派，由于其成员大多出生于中下层或工人家庭，所以采取与以往精英知识分子不同的态度去对待、研究通俗文化，力图重估其价值。认为过去上层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攻击通俗文化，是由于他们想一劳永逸地保有自己在原有文化秩序内的权威位置。这些文化精英把“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现代传媒”捆绑在一起加以否定和贬抑，其实质只不过是维护一些业已过时的旧的信条而已。因此他们主张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新的可能性去造就一种真正民主性的文化。该派前期成员还注意对一些亚文化现象研究，如对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加之其上的歪曲和误解，在承认“代际”差别的同时，突出了阶级意识的作用。认为青少年的种种“拒绝”与“反抗”只不过停留在象征水平，并不会对统治结构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后期伯明翰学派成员致力于在行为科学指导下用实证的手段进行媒体文化研究，主要是针对传媒对受众的暗中控制和操纵进行揭示。通过一些诸如问卷、采访、“文化考察”等貌似客观的手法，揭开了隐身在“常识”、“一致”、“真实”、“自然”等神话下面的“编码-解码”机制，主张要在充分理解“编码”意义结构的基础上，对统治或霸权话语进行全盘的颠覆性诠释。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批判对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一定帮助。该派代表作主要有《文化与社会》（威廉斯）、《巨大的分野之后》（修森）、《举国上下》（莫莱）等。


女权主义美学
 （feminist aesthetics）　当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作为一种自觉的美学与批评潮流，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勃兴而产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社会学色彩，怀疑、反思传统美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合法性是其首要任务和显性特征。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渊源的差异，女权主义存在着英美派与法国派两大派别，各自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英美女权主义美学与批评的代表人物有卡普兰（Sydney Kaplan，1939—）、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1936—）、格巴（Susan Gubar，1944—）、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1941—）等人，她们注重发掘、寻找女性文学的传统，给予重新评价，以图建立女性的文学史；同时，提示女性作者所面临的使命，鼓励彼此加强联系和团结，挣脱父权中心文化的压抑。与英美女权主义美学与批评不同，法国女权主义美学与批评更多地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试图通过推翻男性话语权力结构来完成女权主义的任务，更多地体现出解构的特点。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娃、西苏（Hélenè Cixous，1938—）、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1932—）等人，她们着力揭示语言符号本身所存在的性别歧视，强调女性本身的生理的和精神的价值，致力于建立“女性谱系”以推翻男性中心主义，以“女人腔”摆脱男性话语霸权，但她们的理论体现出的将妇女解放的现实问题语言化、心理化、非理性化的倾向，又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女权主义美学与批评仍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并且随着地域的扩展，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体现更丰富的特色。该派代表作有《性政治》（米勒特）、《文学妇女》（莫尔斯）、《阁楼上的疯女人》（吉尔伯特、格巴）、《她们自己的文学》（肖瓦尔特）等。


英美女权主义美学
 　女权主义美学流派。见“女权主义美学”。


法国女权主义美学
 　女权主义美学流派。见“女权主义美学”。


黑人女权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black feminism）　女权主义美学流派。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有史密斯（Barbara Smith，1946—）、麦克道威尔、沃克、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1941—）等。该流派的崛起与黑人妇女所遭受的种族和性的双重压迫密切相关，其基本出发点是承认并揭示黑人女性文学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的存在，强调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斗争的自觉联系，重视研究黑人女性作家的文学经验，努力发掘黑人女性文学传统。代表作有《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史密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新方向》（麦克道威尔）、《寻找母亲的家园》（沃克）、《新女权主义批评》（肖瓦尔特）。


新历史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new historicism）　当代西方美学流派之一。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怀特（Hayden White，1928—）、伦特里契亚（Frank Lentricchia，1940—）、汤姆金斯（Jane Tompkins，1940—）等。它是作为解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挑战力量而登场的。1982年，格林布拉特在《类型》杂志文艺复兴专号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重新强调了为形式主义者所忽视的文学与社会历史因素的联系，强调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将形式与历史的传统母题加以重新的整合，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从而使文学批评告别解构的独标异说的差异游戏，向索解意义的可能性回归，从一定意义上讲，实现了文学研究话语模式的转型。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接受理论、女权主义以及福科的思想中广泛吸取营养，从而铸成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思路。在具体的实践中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揭示性别、种族、阶级、心理方面存在的对立和冲突，从而把文学批评导入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空间，也使自身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新历史主义美学主张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抹掉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线。因此新历史主义美学更多地呈现出“文化诗学”的特色。但在对“历史”的界定与理解上，将历史理解为一种上层建筑领域的因素，甚至将历史“文本化”，否认了历史本身的客观性，认为任何历史都不过是从一个褊狭的主观角度所产生的关于历史的“叙述”而已，这种将历史“文本化”的做法最终导致历史相对主义。该派代表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格林布拉特）、《元历史》（怀特）、《感人的构思》（汤姆金斯）等。


 人物

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国家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前580至前570之间—约前500）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生于萨摩斯岛。相传因反对奴隶主民主派的僭主统治，早年就被迫离开家乡，到埃及、巴比伦等地游历，公元前529年定居于古希腊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殖民城邦克罗顿（今属意大利），招收门徒，建立毕达哥拉斯学派。他用数学研究乐律，指出弦长的比数愈简单则其音愈和谐，初步探讨了美与数的关系。强调“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因为美的主要形式在于秩序、匀称和明确性,雕塑、绘画、音乐等都是因为比例之于数的原因而显得美。受埃及宗教以及奥费斯教派的影响，认为灵魂是轮回的、神性的、永恒的，故灵魂若要不朽，若要摆脱轮回，必然要依靠灵魂的净化。灵魂净化的途径除了凭借神秘入教仪式的宗教途径以及追求真理的沉思与凝神观照外，就是通过音乐途径。他认为向感官灌输音乐可以使人戒除坏的品性，使心灵回到质朴平和的状态。音乐不仅给人以感官上的享乐，而且可以塑造人的灵魂与品性，通过音乐人的灵魂可以摆脱肉体达到净化。著作已全部散佚，仅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保留其部分观点。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约前540—前480）　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古代早期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主要代表。政治上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同情和支持工商奴隶主阶层，打击贵族的世袭特权。相传，曾将王位继承权让给胞弟，游历埃及、波斯等地，后隐居山林，潜心研究哲学。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火产生一切，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一切事物皆由火转换而成；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永恒不断地变化；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原因在于对立面的冲突和斗争。美学上受毕达哥拉斯学派观点影响，但对其“美在和谐说”加以扬弃，在肯定和谐是美的事物的共性时，强调和谐来自美的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指出：“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绘画、音乐、书法的美都由此形成。主张艺术模仿自然。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艺术就是模仿自然而造成的。否定美是绝对永恒的，提出美是相对的，美的标准具有相对性。指出人与猴子相比，人是美的，而人与神相比，则人是丑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与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是一只猴子”。他把矛盾的观点应用于美学和艺术的范畴，对希腊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其主要著作《论自然》，现仅存一些断简残篇，其中直接涉及美学的不多。


波里克勒特
 （Polyclitus，前5世纪—前4世纪早期）　古希腊雕刻家。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从美在比例与和谐的观点出发，用数学原理为人体各部分之间定出精确的比例。认为身体一切部分之间均见出适当比例才是美的。指出成功的艺术作品必须依靠许多数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肯定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音乐数量关系时发现的辩证法则，指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是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他将和谐的观点推广到雕刻、建筑等艺术领域，总结出一些经验性的规范。他关于美在比例与和谐的思想在当时的医学、机械学研究中产生很大影响，并对其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生很大作用。雕塑作品“持矛者”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身体各部分之间保持着精确的比例对称。是当时唯一从艺术实践中建立自己理论的人。主要著作有《论法规》，已佚。


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约前492—约前432）　古希腊哲学家。生于西西里岛。曾积极从事民主政制的政治活动，后被迫流落异乡，可能客死伯罗奔尼撒。后世推崇他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还曾从事科学活动，在天文、气象、生物、生理和医学方面卓有建树。他处在早期希腊哲学发展的转折点上，在本原问题上提出四根说（或四元素说），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火、气、水、土四根（元素）组成的，它们的结合就生成万物，它们的分解就使个别事物消亡；认为这就是从“多”生成为“一”，从“一”分解为“多”的“双重道理”。宣扬灵魂轮回转世，用理性的神去修正奥菲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宗教学说。认为人的精神是神性的，灵魂本来居住于诸神的乐园中，享受着至福至乐，因堕落而遭到轮回。“争”则是这宇宙之恶的根源，而“爱”所主宰的是理智的宇宙。所以灵魂本身需要净化，净化的第一种方式是禁忌吃食一些与人的灵魂和生命有亲缘关系的食物，如：动物和豆类等。净化的第二种方式是凭借美德的方式，第三种净化的方式也是最重要的净化的方式就是凭借知识获得丰富的神性的智慧，通过这三种方式，最终可获得灵魂在诸神乐园的回归。恩培多克勒的美学思想虽然不是很明晰和丰富，但他是从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美学向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美学的成熟形态转化的中间环节。著作《论自然》、《净化篇》均佚失，仅保存下150余则残篇。


苏格拉底
 （Socrates，前469—前399）　古希腊哲学家。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年轻时曾从父习雕刻，喜爱艺术。后就学于那克萨哥拉的弟子，受正规传统教育。一生除三次随雅典军队短期出征外，主要在雅典从事哲学研究。因常在雅典街头与青年聚会，探讨智慧、道德问题，人称“游历哲学家”。在雅典贵族奴隶主与工商奴隶主的激烈矛盾中，维护贵族奴隶主的利益，宣扬唯心主义的神学目的论，引起工商奴隶主民主派的极端不满。七十岁时，被控告危害国家生存和民主制基础而判处死刑。其美学观点主要通过门徒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5）记录下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对话”留传下来。哲学观点上，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的道德，是人自己的心灵，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其美学观点。他从社会观点论说美的问题，指出美与人活动的合目的性相联系，人的效用是美的评价标准，有用则美，无用则丑。因事物具有不同的效用，同一事物同时既是美的又是丑的。主张美与善相统一，指出凡是从某个观点看来是美的东西，从这同一观点看来也就是善的，将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联系在一起。他完善并发展了古希腊流行的模仿说，指出艺术不但要模仿美的形象，而且要模仿美的性格、人的心理情绪，表现人的精神特质，认为人的心绪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神加以揭示、强调生命力的艺术表现。指出艺术家应该把人在各种活动中的情感描绘出来，从而引起观众的快感。指出“选择”与“集中”是塑造“美的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画家要想画出美的形象而又难以找到全体各部分都很完美的人时，就应从许多人中选择，把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使全体中每一部分都美，初步接触到艺术典型化的问题。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在早期希腊独树一帜。他一改以前的哲学家们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探讨美，而从社会科学角度考察美，把研究的中心由自然界转到社会，从此后美学的研究变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成为早期希腊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人物，在西方美学发展中起了促进作用。


德谟克利特
 （Democrius，约前460—前370）　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说”创始人之一。拥护奴隶主民主政治，反对贵族专制，是奴隶主民主派的活动家。哲学上师从古希腊原子论奠基人留基伯（Leukippos，约前500—约前440）。曾在雅典听过毕达哥拉斯派学者和苏格拉底的讲演，并结识唯物主义流派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qoras，约前500—前428）。对美学和艺术作过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以“小宇宙”即人为中心的美学学说。认为人是小宇宙，同大宇宙一样，富于变化，和谐而有规律。艺术就其起源与性质来说都是对自然的模仿。“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认为艺术的本质寓于美和善的统一，指出“只有天赋很好的人能够认识并热心追求美的事物”，“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种美，一是智慧美，一是形体美。智慧美高于形体美，因为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主张人不仅要注重外在的身体美，更应注重内在的灵魂美。指出一个人的完善的灵魂可以改善坏的身体。强调文艺创作必须借助灵感和热情，在西方最早提出灵感问题。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qenes Laё
 rtius，约200—约250）统计，其著作达七十种，主要有《宇宙小系统》、《论诗的美》、《论音乐》、《节奏与和谐》等，均在公元3—4世纪散失，今仅存少数残篇及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文献中所记载的残片。


柏拉图
 （Plato，前427—前347）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主张恢复贵族奴隶主政权，曾参与向奴隶主民主派的斗争。苏格拉底被民主派处死后，愤然离开雅典游历埃及、意大利。40岁回到雅典，建立著名的柏拉图学园（亦称“阿卡德米亚学园”），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其美学观的哲学基础是“理念论”。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独立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的实体，它是唯一真实的真理，是现实世界中感性事物的本原。现实世界是理念的“摹本”或“影子”，它变化无常，不真实。美学上主张美是理念，它是永恒的、绝对的、神圣的，大千世界万物之美都以美的理念为源泉，是分享理念世界中美本身的结果。他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留下的美学问题进行研究。（1）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坚持古希腊流行的模仿说，认为文艺模仿现实世界。但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认为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不完全的模仿，是第二性的；而艺术世界则是对现实世界的不完全的模仿，是“模本的模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两层”，更不真实，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创造性。（2）对文艺提出严格的要求，强调文艺在政治和道德教育中的社会功用。指出那些以表面形象和幻觉来迷惑人们的文艺不真实，不能给人以真理，只能惑乱人心，培养人性中的低劣部分，满足人的感伤癖、哀怜癖，使人失去理智控制，不能达到正义，主张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强调文艺必须服从哲人和理智的需要，为贵族奴隶主专政服务，为培养理想国的保卫者服务。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明确肯定文艺的政治教育作用，并以政治标准评价文艺的人。（3）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来解释文艺的创作过程，认为灵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在《伊安篇》、《斐德诺篇》中指出，诗人的灵感来自神灵的凭附，以迷狂为基础。诗神在诗人陷入迷狂时将灵感传达给诗人，诗人才能作出好诗。认为创作不凭理智，而靠天赋；不凭技艺，而靠神助；不要神志清醒，而要如醉如狂。其灵感说宣扬反理性主义文艺思想，否定了社会生活这一创作源泉。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体系直接促成了中世纪的教会神学文艺，导致以普洛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产生。其灵感说则成为后世天才论和唯心主义创作理论的基础。但柏拉图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见解中包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如他看到美与真、善之间的联系；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需要高度的激情、想象力、一定的技巧；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诗人应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等。其美学思想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开客观唯心主义美学之先河。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其老师美学思想中建立起现实主义美学观，与柏拉图分别成为西方美学思想的两大源头。反映其美学思想的著述很多，其中《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论美，《伊安篇》、《斐德诺篇》论灵感、模仿，《高吉阿斯篇》论创作、修辞，最著名的《理想国》以及晚年写的《法律篇》论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前322）　古希腊哲学家。在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物理学、生理学、医学方面都有贡献，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就读于柏拉图“学园”，钻研自然科学和哲学达二十年。柏拉图去世后，离开雅典出外游历。公元前343年受聘为马其顿国王太子亚历山大的教师，至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为止。公元前335年在雅典东郊开办吕克昂学园授徒讲学，因他常边散步，边讲学，他的学派在历史上被称为逍遥学派，又被称作“吕克昂”。政治上站在中小奴隶主阶层立场上，反对奴隶主贵族制和土地集中。哲学上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坚持普遍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主张四因说。美学上，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艺术问题，在总结希腊文艺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肯定艺术模仿自然的理论，并详细分出各种不同艺术的不同模仿方式。认为模仿有三种：一是模仿事物的本来面目；二是模仿人所说所想象的样子；三是模仿事物应有的样子。他推崇最后一种模仿，强调艺术应根据事物的本质规律把自然加以理想化。认为艺术活动的心理基础有两种，一种是模仿本能，使人获得知识，产生快感；另一种是节奏与和谐的感觉。艺术模仿表现出的节奏与和谐，符合人的天性也能产生快感。这一思想认识到人的审美要求是一种自然要求。他论述了诗与历史、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区别，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提出系统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具有最高的美学价值，其美学特征是曲折复杂的情节结构和能引起哀怜、恐惧的情感，提出“净化说”和“过失说”，主张悲剧主角应是一般的中等人，他们由某种小过失和弱点而遭大灾祸，最能引起哀怜之情。指出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在于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喜剧表现人物类型，悲剧则表现人物性格。他还论述了美和艺术批评标准，认为美在整一和形式。提出“合适说”，要求人物的性格必须善良、合适、相似、一致。亚里士多德对西方美学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主要有：（1）指出艺术想象的巨大作用，促进了罗马时期文艺理论探索想象、形象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内在联系；（2）提出悲剧中情节、时间、地点的一致性，经文艺复兴时期卡斯特尔维屈罗阐发为“三整一律”，从而建立起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创作的重要准则；（3）否定灵感、排斥命运，强调天才和理性、理智的统一，预示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补充的理论；（4）净化说对于其后有关文艺的社会作用、道德影响诸种理论，发生一定影响；（5）“无害的快感说”直接造成康德所谓“无关利害”的美感，以及19世纪末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观点。其著作内容涉猎广泛，多达四百种，反映他美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诗学》、《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灵论》等。


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青年时代在罗马和希腊受过良好教育，主要学习修辞学，法律和哲学。公元前63年出任执政官，提出“等级和睦”口号。擅长演说，立论雄辩。曾因镇压卡提林纳运动被授予“祖国之父”称号。公元前51年任西里西亚（Cilisia，在小亚西亚）总督。公元前43年为安东尼派所杀。哲学上糅合柏拉图学派、斯多亚学派以及怀疑学派的思想，反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原子论，最早将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曲解为“纵欲主义”。其美学思想散见于演说和散文中。受柏拉图影响，崇尚理念，强调神灵。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主张模仿说，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模仿自然，模仿一方面要模仿现实，另一方面还要依据美的理念。把模仿解释为对内在美的模仿，赋予古希腊罗马流行的“模仿说”以心理的、主观的性质。从模仿说出发，意识到典型化方法的特征。指出艺术家的模仿不是自然界的个别现象或过程，而是有概括、取舍，把好多人的“秀气”集中起来。提出著名的美的定义：“美是物体各部分的适当比例，加上悦目的颜色。”认为优雅和尊严是两种类型的美，前者是女性美，后者是男性美。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认为文艺主要是给人以快感，“诗若有益，固然最好，否则作为一种正当娱乐，亦无不可”。继承苏格拉底关于效用与审美相统一的思想。否认存在绝对美的标准。其演说辞结构匀称、词汇丰富、句法讲究、文笔流畅，被誉为拉丁文的典范，对拉丁散文和拉丁语言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主要作品有《论神性》、《论善与恶的定义》、《杜斯库兰的谈话》、《论国家》、《论法律》等。


维特鲁威
 （Marcus Vitruvius Pollio，约前80至前70之间—约前15）　古罗马建筑师。十分注意将一般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原则相联系，功利标准和审美标准相联系。继承毕达哥拉斯派美学观点，以对称、比例、装饰为美。认为对称是美学的主要概念，是建筑物本身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在结构上的和谐，是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适应。认为比例是建筑物达到对称效果的基础。将人体机构与建筑结构相类比，指出建筑物各个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必须符合于人体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提出装饰（decor）概念，要求建筑物要名符其实，如纪念古希腊神话中医神的神庙，必须坐落在将汇集大量病人的有益于健康的地方。要求建筑风格必须统一。认为理想的建筑物在于把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传统与美的直观感觉相结合，在建筑构图法则中力图实现理想美与现实美统一。提出实用、坚固和美观为建筑的三要素，主张设计建筑时需注意与建筑物的性质、环境、实用、经济等因素相联系。其建筑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广泛传播，这个时期的一些建筑理论是在研究和重新认识维特鲁威建筑思想过程中诞生的。著有《建筑十书》，总结罗马建筑经验，是欧洲最早的建筑理论著作，堪称为当时技术、建筑结构、审美艺术的百科全书，是流传至今的唯一研究古希腊罗马建筑理论的古代文献。


卢克莱修
 （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98—约前55）　古罗马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诗人，生平不详。从伊壁鸠鲁的观点出发总结了古代自然哲学的研究成果；重申了伊壁鸠鲁学派的权威，为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逻辑上的论证。主张物质是永恒的，认为“无物能从无中生”，“无物能归于无”，从而得出万物都是由本原（始基）产生出来的。肯定万物的终极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和虚空各自独立，互相排斥；但具体物体则是原子和虚空的结合。强调原子处于恒动之中，运动的总量和物质的总量都是永恒不变的。认为运动有两种形式：普遍的向下和向上的运动、偏离直线的运动，以此来解释人的自由意志。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但反对神创论，认为神在其他世界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人类不能求得神的保佑，害怕死亡是愚蠢的。指出人类所以信仰神灵，是由于对产生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的无知。认为人类的发展是进化过程，国家和法律的基础是人们自愿结成的社会契约。主要著作《物性论》是古希腊罗马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而系统的哲学长诗，不仅在思想上包含深邃的内容，在艺术上堪与古罗马伟大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相媲美，深受马克思的高度赞扬，是卢克莱修对于西方文学艺术、美学思想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文艺理论而言，卢克莱修从进化的角度阐述了文艺的起源及发展、模仿说和有关音乐、诗的理论。


维吉尔
 （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　古罗马诗人。生于富裕农家。初习修辞学，信奉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及斯多亚学派的理论，相信世界的真正主宰是神。其诗歌具罗马精神，宣扬坚毅、克制、豁达、责任和忧患意识，有宏大庄严的格调，表达了对人类普遍的关爱，体现了古希腊之后罕见的悲壮之情，代表作有具有宗教情怀与哲理意味的《牧歌》、赞颂罗马政策的《农事诗》（或译为《农夫集》），以及歌颂罗马历史，赞扬帝国制度，旨在巩固奥古斯都大帝的统治的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从其诗歌风格可见其美学、艺术观点：（1）在诗歌写作中，潜移默化地着力于为政治服务，歌颂奥古斯都，认为幸福的生活源于国家的稳定与强大，而国家的稳定与强大需要国家的支柱——伟大英明的君王。以歌颂罗马帝王、罗马精神为诗歌的目的。（2）以自我克制，责任意识与牺牲精神来表达完满健硕的人格和崇高壮美的精神，强调崇高之美——以慷慨、悲壮、高贵的人格为人生意义与目的。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影响较大。


贺拉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古典主义奠基人。曾在罗马和雅典受教育，研究希腊文化。青年时曾任雅典共和派军队军团司令官，政治上拥护共和派，后转为支持奥古斯都元首制统治。信奉伊壁鸠鲁享乐哲学。主要美学思想表现为：（1）提出借鉴原则，即继承论。主张以古希腊文艺为形式，以民族精神为内容，利用古代传统题材创造新文艺。（2）提出合式原则，即性格论。要求作品人物、情节、语言、结构应适宜、恰当、妥帖、配合得体，形成以统一与调和为基础的美。要求传统题材要合乎传统人物的定型性格，喜剧人物表现同类人的类型。（3）提出合理原则，即情节论。要求内容合情合理，情节安排前后协调。（4）主张文艺的目的在于寓教于乐，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要求戏剧家灵魂高尚，以教化为使命。其美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制定了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以古希腊作品为典范，将古希腊文化视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古典主义”一词即出自其重要理论著作《诗艺》。主要著作还有《致奥古斯都书》等。


塞涅卡
 （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约公元65）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戏剧家，晚期斯多亚学派代表之一。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曾任罗马皇帝尼禄（Nero，54—68年在位）的老师和大臣，晚年被迫退出政治舞台，是当时巨富之一。后因被控参与谋杀尼禄的阴谋而勒令自尽。其学说对基督教及其教义有重大影响。哲学上强调实践方面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美德的实践，把哲学作为获得美德的一种手段。既肯定灵魂的物质性，又像柏拉图那样强调肉体和灵魂的冲突。主张人是理性的，在选择美德的道路上是有自由意志的。指出外在的善并不提供真正的幸福，幸福的生活就是过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宣扬早期斯多亚学派的禁欲主义，认为肉体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有害的，美德的真正价值是内在的，不再消极地满足于早期斯多亚学派的不问世事、聪明人的“不动心”。认为神是指导万物的精神，是以最智慧的目的安排万物的理性，因此，信仰天命是最高的善，美和善代表最高的神性智慧。主要著作有《论善行》、《论幸福生活》、《论短暂的人生》等。另有《美狄亚》等，虽取材于希腊悲剧题材，但影射了罗马社会。其悲剧对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昆体良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95）　又译“昆提利安”。古罗马修辞学家、演说家、教育家。生于西班牙北部。曾任罗马预定皇储的教师，兼有名誉执政官的头衔。第一个被罗马皇帝授予罗马帝国修辞学教授职位。是古罗马一世纪前后，古典派的宣传者和理论家，在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文艺学以及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把运用语言作为人类优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特征，认为修辞学是演说的科学，演说是一种技艺，不仅可以实践而且可作为艺术被评价，且只有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出色地运用演说术。主张艺术形式与时代要求相一致，艺术风格须有其时代的特征风貌。美学观点认为：（1）语言才能和语言艺术是两回事，前者是先天才能，后者是后天教育的问题，先天才能本身可以独立存在，而后天的教育则不能脱离先天的才能，对于完美的艺术而言，后天的学习是更重要的。（2）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于要表达的内容才能达到艺术的完美。（3）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完善，有时比创新更困难。反对机械、教条的模仿，认为应该在古典的优秀风格中找到为现时所用的东西。（4）主张使用合理的手段，包括艺术幻觉——某种对象的形象性的想象，使受众的情感和心理激荡起来，达到强有力的效果。（5）诗歌与现实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演说却与现实有着直接的联系。历史在于说明真理，而演说却是要证明真理。他在文法学校中规定了学生必须进行文法、作文、音乐、数学、体育、声调等课程的训练，被视为是基于演说术的美育的初步。主要著作有《演说术原理》。


普鲁塔克
 （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45—125）　古罗马时期希腊作家。生于比奥细亚的喀罗尼亚城，在雅典受过教育，青年时代移居罗马。政治上拥护奴隶主专制制度，哲学上倾向于斯多亚主义，主张对一切现实事物采取不动心的屈从态度。他的美学思想体现了斯多亚精神，认为艺术与哲学相一致，艺术体现哲学，应当成为通向哲学的必要途径，诗可作为青年人进入哲学领域的预备。继承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理论，肯定诗具有娱乐作用，强调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教育功能。在《青年人应该怎样读诗》、《雅典人的光荣》等文中指出，诗是“模拟的艺术”，文艺创作不同于哲学，离不开想象和虚构；诗人和哲学家的目的都在于“劝诫和教诲”，诗人通过虚构、想象、娱乐来达到教诲的目的，而哲学家则用大家通晓的事来劝诫。将诗和绘画相比较，赞同古希腊西蒙尼德斯关于“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的见解。其代表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又称《平行传记》）成为欧洲传记文学的先驱，为后世研究古代人物提供了丰富资料。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tus Empiricus，约160—210）　古罗马时期希腊哲学家、医学家，后期怀疑论派代表之一。在罗马、亚历山大城和雅典居住和活动。在医学上获别名“经验的”，表明属于经验的医学学派，但他认为自己和该派并不一致。在哲学上，认为人的各种感觉互相矛盾，各种思想互相矛盾，感觉又与思想互相矛盾；不同哲学家的意见互相冲突。所谓自明的公理其实只是假设，其反面同样是可能的，因此真理是得不到的，这些冲突矛盾只能使人烦恼，只有采取怀疑态度，不作任何判断，杜绝一切信仰和知识，才能得到安宁。在他的著作中，和美学、文艺学联系比较紧密的是《驳语法学家》、《驳修辞学家》和《驳音乐家》，这些著作不仅对于研究怀疑论学派的美学学说有直接的材料价值而且对于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哲学美学也是重要的资料。


斐罗斯屈拉特
 （Lucius Flavius Philostratus，约170—245）　古罗马时期希腊作家、批评家。据传曾在雅典求学和执教。后长期居住罗马，写过人物印象记、书信和画评等。主要著作《亚波罗琉斯传》，发扬了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强调想象在艺术创作、欣赏和一般美感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想象”是比“模仿”“更明智的匠人”，是“心的模仿”。他从艺术反映现实的角度将想象与模仿作比较，认为艺术不仅仅是“用心和手来图绘万物”，更重要的是“用心来创造形象”，这是模仿所达不到的。模仿仅能塑造它所看到过的东西，而想象则能塑造出它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模仿常为恐惧所阻挠，而想象则不为任何东西所阻挠，它可以无所恐惧地上升到其理想的高度。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等前人的论述，把“想象”提高到接近于“艺术想象”的程度，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普洛提诺
 （Plotinus，204—270）　古罗马时期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的奠基人，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美学的始祖。生于埃及吕科波里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师从哲学家阿牟尼乌。40岁定居罗马讲学，熔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基督教神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于一炉，提出“流溢说”。以更神秘的形式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把最高的理念称为“太一”，即神，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其美学思想主要以“流溢说”为中心展开。认为物质世界的美是分享了来自神明的理性的结果。当理念流溢到混乱的事物中，使之取得整一的形式时，便产生美。理念是真善美的统一体，美即善，丑即恶。物体美离不开心灵凭借理性所作的判断，理性是一种为审美而特设的功能，它以理念为衡量标准。美有等级之分，物体美的程度由分享理念的多少来决定。认为艺术美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物质所体现的艺术家能够构思的心灵，不在于眼和手，而在于艺术家的想象。普洛提诺修正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整个古希腊罗马关于艺术模仿自然的见解，认为艺术不仅是物质世界的模仿，也是理念世界的模仿。艺术具有创造性，它不仅模仿看得见的世界，还“上升到自然所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原则”（《论理智美》）。艺术高于自然，能弥补现实事物的缺陷。自然的美由神的艺术创造出来。普洛提诺的神秘主义美学观，开启了中世纪以奥古斯丁、托马斯为代表的神学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后世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的美学思想，并对近代美学思想发生了复杂的影响，夏夫兹别里、温克尔曼、歌德、席勒、施勒格尔、康德、克罗齐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他的影响。主要著作有《九章集》。


朗吉弩斯
 （Longinus，约213—273）　古罗马时期希腊修辞学家。曾在亚历山大城学习，后在雅典执教三十年。他在著作中引进希伯来文学并进行对比，可称为第一个比较文学批评家。他对美学的重要贡献是在西方首次提出了“崇高”的概念。他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文章风格的“崇高体”，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反对西塞罗只局限于论述形式上的崇高，指出崇高风格的五种因素：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藻饰的技法；高雅的措词；将上述四种因素联系成为整体的堂皇而卓越的结构。认为前两种因素来自天赋，后三种因素靠后天的学习和训练。五种因素的共同基础在于运用语言的能力。强调崇高的美学特征是伟大和不凡，可以产生提高情绪和自尊感的审美效果。他在论述崇高风格时涉及人格、天才、技巧、语言、结构诸问题，指出天才的本质在于具有超人的因素、精神的伟大和思想的崇高。认为人格决定风格，风格表现人格，崇高风格来自崇高的人格。美学观点继承贺拉斯的思想，具有古典主义因素。崇尚古典作品，认为从模仿古人可以达到并超过古人。提出艺术创作是创造性想象，想象是表现思想、感情的形象化手段。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提出普遍永恒标准的问题，认为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喜爱的作品才是真正崇高，这一思想为新古典主义所继承。首次提出艺术的强烈感染效果问题，提出诗的形象以使人惊心动魄为目的，和谐的乐调能说服人，使人愉快，表达强烈的情感，使听众产生狂喜。认为各种艺术作用于欣赏者的特点各自不同，文学不仅诉诸感官和情感，而且通过文字作用于人的理智，文学比音乐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要求文学作品高于现实，认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不在于小巧奇异，而在于气魄、力量和狂飙闪电似的效果。这些观点蕴涵着浪漫主义理论的萌芽，对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批评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论崇高》。


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　古罗马晚期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苏克阿赫腊斯）。青年时期受各种哲学派别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初迷恋于西塞罗，后热衷于摩尼教，试图论证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永恒的二元论。383年赴罗马，致力于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著作，387年皈依基督教，从哲学上论证基督教教义，批驳摩尼教和怀疑派等学说。翌年回北非升为神父，395年起任北非希波城（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主教达三十年之久。为教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被教会称为“伟大的教父”、“上帝的圣者”。美学上，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把宇宙的美看作上帝的有目的活动的产物，认为上帝所创造的美比人所造成的美更优越更绝对，上帝是一切事物的美的最后根源。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美是多样性的统一的观点，提出美在“整一”与“和谐”，侧重从形式上论述美的定义，认为物体美是各部分之间的适当比例，再加上一种悦目的颜色。认为数学是美学的尺度，美是数的等式的表现，把数和秩序看作美的基本特征，“数始于一，一以其相等相似而为美；其他各数皆依次附加于一。”（《论音乐》）现实世界由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出来，故显出整一与和谐。还提出丑的问题，认为丑是美感之不足，丑本身没有绝对价值，但在整体中通过对比可使美更丰富，表现出某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艺术（诗、喜剧、幽默、哑剧）只是对上帝的创造活动的拙劣模仿，属于以娱乐为目的的欺骗。艺术作品之所以真实，正是由于它们所特有的虚假性质。强调艺术必须为宗教服务，艺术创造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具体的有限美来颂扬上帝的无限美。其美学思想明显地表现出为宗教神权服务的企图，在中世纪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美与适宜》（已佚）、《忏悔录》（401）等。


波埃修
 （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480—524或525）　亦译“波爱修”、“波伊提乌”。古罗马晚期政治家、哲学家。出身罗马望族，精通希腊文，史称“最后一个罗马人”。受东哥特王迪奥多里克（Theodoricus，474—526年在位）重用，公元510年任执政官，后因涉及谋叛案件入狱,并被处死。在哲学上，折衷基督教神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学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学说。讨论了属和种是否有独立于具体事物的存在，认为共相存在于事物之中，但共相本身是非物质性的。由此引起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宣称任何灾难甚至死亡都不能剥夺的真正幸福，就是与神交往，表述了以认识神为至善、以哲学沉思为莫大安慰的思想。并对逻辑学有突出的贡献，创造和引用了许多拉丁文逻辑名词术语，沿用至今。美学上认为，有一至尊至善的上帝存在，创造世界，普爱众生，无所不能，人摆脱世俗的情感和欲望，专爱上帝，即获得自由而达到真正的幸福。据此，爱美是对幸福的不恰当的追求，且美在某种程度上是视觉的欠缺。真正的美是上帝之善，美和善在此是同义词。否定诗歌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只有通过哲学之思才能得到至善之美。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认为音乐产生的关键在于数及其比例；音乐具有宇宙、人文、器具三种类型，其根本在于和谐的理性精神，在于永恒不变的数的精神。认为音乐是所有艺术中至高的艺术门类，对人类有广泛的影响。至纯中和的音乐之美在于美善之道与和谐。波埃修的音乐学思想是对古希腊古罗马音乐思想的一次总结。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慰藉》、《音乐原理》等。


阿尔克温
 （Alcuin of York，约735—804）　英国神学家和诗人。学于约克的教会学校，后任该校校长。781年赴法兰克王国，主持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的宫廷学校，该校是欧洲“黑暗时期”的文化和知识中心。796年任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认为人文科学和艺术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神学。认为艺术是中性的，艺术形象非真非假，非善非恶，艺术既不神圣，也未必亵渎神圣。故艺术功能是有限的，对艺术是传道还是毁道不必耿耿于怀。艺术以自身为目的而存在，在自身之中见真理。艺术美之感人是因为艺术的形式。艺术与现实世界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对语言、修辞学有研究，为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在宗教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改革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主要著作有《论三位一体》等，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加洛林书》是由其主编而成的。


埃里金纳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约800或815—约877）　爱尔兰经院哲学家。40岁赴巴黎讲学，850年起任宫廷学校校长达二十五年之久。858年以翻译伪狄奥尼西的《阿烈奥帕吉特文集》而享有盛名。他是最后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同时又是经院哲学中最早的哲学家，被誉为“中世纪哲学之父”。哲学上试图以宗教为基础，把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认为“上帝即是万物，万物皆为上帝”；断言“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美学上，认为神的法律所规定的次序是，先了解造物主和他的不可言说的美，然后再遵从智慧的意向，从意蕴或精神性的角度去观照世界，并把世界的美解释为表现了对造物主的赞美。认为世界的美可分为感觉所把握的美和理性所把握的美两种。后者所把握的是真实的美。真实的美是象征神灵的永恒的“圣谕”。把丑和具有错误形式的东西视为一体，指出丑是没有真正领悟上帝意志的东西。主要著作有《论自然的区分》、《论预定说》等。


贝尔纳（克莱沃的）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　法国神学家。1112年在克莱沃建立一座修道院，并任院长。为教皇鼓吹第二次十字军东侵。他赞成通过沉思获得神学真理，反对以理性方式接近上帝的真理，反对阿伯拉尔的观点。认为，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虚无，就谦卑而仁爱地求助于上帝，依靠上帝的帮助，人的意志才能与神圣的意志相一致。理性的功能在于使人对信仰有一种清楚的估计，并表达出信仰的赐予。美学思想可分为美论和艺术论两部分。美论方面，主张通过神秘主义的精神超越能力，凭借冥想进入最高层次的知识和完美，这便是与神同在的大彻大悟。认为物质美是不真实的，只有精神美是真实的。他以光比喻心灵之美，强调灵魂之美及其外化充实的道德内涵，即道德的善，认为只有这种道德的善、灵魂的美才能倾注于形体，使物体放出光辉。认为自然是永恒神圣美的外显，是神圣美显现在作为整体的宇宙的和谐之中。艺术论方面，坚持禁欲主义的艺术理论，对华丽奢侈的艺术严加斥责，认为对于信仰而言，贪婪钱财的结果可能会教人贪婪和浅薄，可能会有损于生活俭朴、敬畏上帝的人们。反对通过教堂的无限之大来证明上帝的荣光，尤其反对离奇怪诞的艺术形式，认为这些都妨碍了修士读经。伯尔纳的美学思想是12、13世纪神秘主义美学的重要一环，是理解基督教文化及美学的关键点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上帝之爱》、《论恩赐和自由意志》、《论沉思》、《雅歌的讲道》。


雨果（圣维克多的）
 （Hugh of Saint Victor，约1096—1141）　法国神学家，神秘主义者。约在1115年进入巴黎的圣维克多修道院，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巴黎，曾在巴黎大学任教。主张对《圣经》作历史的和文学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进入沉思，才能使灵魂发现隐藏在创造物和《圣经》后面的神圣的思想，使人们进入纯洁的生活。他要人们全身心地去热爱这种沉思，并认为一切都是依附于这种沉思。他还对当时的科学知识进行分类。认为理论科学包括神学、数学（算术、音乐、几何、天文学）、物理学（研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性质）；实践科学包括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机械科学包括七种粗鄙的手艺，如羊毛编织、木工、航海、商业、农业、狩猎、医药等。认为一般不能脱离个别而存在，它们是由抽象而得的概念。美学上认为美可分为“看不见的美”即高级的美和“看得见的美”即低级的美两种，前者是单纯的、统一的神性美，后者是前者的反映，是复杂的多样的感性美。认为构成“看得见的美”的四种因素是：事物之间的“位置”或内在秩序；事物的“运动”；事物由视觉可以感知的外在“形式”；事物由除视觉以外的感觉（听觉、味觉、触觉）所感知的“特质”。强调美取决于整个感性知觉的活动。认为美是相互包容的对立面的统一，认为美产生于摆脱实际利益的需要，即从“使用上令人惬意”向“视觉上的快感”发展。强调所有“看得见的”感性美最终都服从于“看不见的”神性美，美学依附于神学。主要著作有《哲学概要》、《教育法》等。


格罗斯泰斯特
 （Robert Grosseteste，约1170—1253）　中世纪英格兰神学家、哲学家。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神学，后在牛津大学学习和任教，1215—1221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229年任牛津大学方济各会第一讲师，1235年任林肯教区主教。在哲学上，深受阿拉伯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提出以“光”为中心概念的体系，认为上帝最初建造了第一种无形的“光”，“光”能在各个方面同时扩大自身，从而形成世界万物。在神学上，宣扬灵魂得救、森严的等级制度、教会高于国家的观念。美学上认为（1）万物因光而生，光具有无比的形式的美，人无法体认到最美的光，只能通过折射的光来探窥真理。（2）艺术的本质在于合目的性，而这目的性又来自自然和宇宙的启示，故艺术模仿自然，模仿自然本身的合目的性，所以，艺术和自然一样是完美的。艺术的目的也是为了考究真理的本原，但和知识不同的是，艺术通过具有形式的感性形象展现真理。（3）美是被创造的世界的属性，是一般事物的属性，但不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本身是最完美的，上帝的完美是不可解释的，是一切美的根源，人无法认识，将现实世俗之美与神圣之美分隔开。主要著作有《光》、《有形运动和光》、《论有形的线、角和图形》、《空间的性质》。


威廉（奥弗涅的）
 （William of Auvergne，1180—1249）　又名“巴黎的威廉”（William of Paris）。中世纪法兰西哲学家、神学家。1228年起任巴黎主教，直至逝世。他继承奥古斯丁和安瑟伦的传统，又主张接受亚里士多德的那些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容的理论，以论证教义。认为上帝和其他事物的关系是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关系。上帝是本质，创造物通过分有本质而获得它们的存在。感性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灵魂是不包含质料的纯形式，它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不死的，它赋予肉体以生命。认为善就是内在的美，外在的美是视觉感到愉悦的对象，内在美则是美给予心灵的愉悦，是德性，具有理性，但同样可为具体感性所感知。美善同为一物，且美系由种、数、秩序三者构成。认为美是绝对的，丑是相对的。他的思想对提高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的影响起了一定作用。主要著作有《论三位一体》（或《论第一原理》）（1225）、《论动物》（1230）、《论宇宙的创造物》（1231）等。


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约1206—1280）　一译“阿尔伯特”。中世纪德意志神学家、经院哲学家和科学家。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之师。出身贵族家庭。肄业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先后在科隆、弗赖堡、斯特拉斯堡等地修道院讲授哲学。1248年获巴黎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任神学教授。崇尚自然科学，知识渊博，当时就被称为博学的和伟大的博士，通称大阿尔伯特（“大”为“博学”之意）。主张把哲学和神学分开，神学研究启示真理，哲学研究自然经验。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可以为基督教服务。组织托马斯·阿奎那等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理论，汇编博物志和神学大全等百科全书，论证基督教神学。他给美下定义：美见于物体形式的光辉。这种美的光辉是与事物一起与生俱来的。认为美在于事物优雅合适的体积、诸部分比例适当的安排、美好和清晰的色彩。而美和善的区别在于善是欲念和渴求的目标，而美之为善除此之外还有诱人的光辉，并以物质美的原理来阐释精神美。大阿尔伯特的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主要著作有《博物志》（约1250）、《神学大全》（约1270）。


波那文图拉
 （Bonaventura，1217—1274）　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被称为“天使的博士”和“神秘神学之王”。1236—1242年就学于巴黎大学。1242年加入方济各会。1253—1255年任巴黎大学神学教授。1265年被选为方济各会总会长。1273年任枢机主教。主张哲学的极点是神秘主义，哲学的本质要素是信仰，没有信仰的哲学是根本错误的。美学上认为（1）光代表善和美，世界上有创造之光、感知之光、知识之光和拯救真理与心灵的天启之光，光不仅是一种物质形式而且是神性的流溢。光是上帝神性的象征，是天体大能，生命之源。光有光本体、光线、光辉三个层次之分，但光是最完满、最愉悦、最美的。（2）“真、善、美、一”是存在的四个条件，其中，美遍涉存在的诸因素，美为一切超验事物的大一统的光辉。欣赏美要从整体出发，且这美必以和谐的比例为前提，和谐的比例不仅对于感官有美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取悦精神。这一观点具有主客体二分的思维因素。（3）认为应重视美之于审美主体的关系，美虽应融精神和感性的二重因素，但最大的快感不是来自感性的而是来自爱，真正的美是来自于信仰之美。（4）肯定艺术的认识功能，认为艺术凭借理性，承接自然，是在物质的基础上创造的，品评艺术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真正美的艺术可以使意志和虔诚的魅力恒久不减，使爱的精神永世长存。（5）人心中还有天赋的美德或善的观念，它们是上帝观念的组成部分。与上帝合而为一的过程，人的心灵活动有三个方面，一是肉体，即食欲与性欲，二是反省内心，指精神，三是超越自己，指心灵活动。人追求与上帝合而为一，即通过爱神而达到超越。认为人可以经过六个阶段上升到上帝。主要著作有《彼得·伦巴特〈箴言四书〉注释》（1250—1251）、《论基督的知识》（1253—1257）、《论三位一体的奥秘》（1253—1257）、《心灵进入上帝的路程》（1259）等。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1226—1274）　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20岁入多明我会。后赴巴黎受业于大阿尔伯特，获神学博士荣誉学位。1250年，升为神父，就教于巴黎大学。1259年，回意大利任罗马教廷神学教授与法皇路易九世的顾问，被尊为“圣师”。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有”与“本质”来论证天主是“自有、永有的”，以万物应有“第一推动力”的说法来论证天主的存在。天主是最高的存在，是万物追求的最高目的。认为一切学问都只是神学的婢女，信仰高于理智。其哲学与神学体系后被称为托马斯主义，1879年由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与哲学。美学上，断言美是天主的属性，一切美都来源于天主，天主是最高的美，通过感性事物的美，人可以观照或体会到天主的美，最高的美必定具有神性的性质。指出事物的美是通过感官来接受的，“美在于适当的比例”（《神学大全》）。认为美与善相一致，但是也有区别，“凡是只为满足欲念的东西叫做善，凡是单凭认识到就立刻使人愉快的东西就叫做美”。强调精神美与物质美的区别，指出不应将美感混同于一般的快感，美感以认识为目的，快感以欲念为满足。肯定“美属于形式因的范畴”，美只存在于形式，与内容或意义无关。并提出美的三要素完整、和谐、鲜明。托马斯的美学思想对康德美学和现代新托马斯主义美学有很大影响。主要著作有《神学大全》（1266—1274）、《反异教大全》（约1264）等。


维帖洛
 （Witelo，约1230—约1278）　中世纪波兰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青年时期求学于巴黎，60年代曾短期生活在意大利。约于1270年，以埃及学者伊本·阿尔海萨姆（965—1039）的《光学》一书为基础，撰写《透视》（10卷），阐述几何光学与生理光学（包括视觉心理学）的问题。书中肯定美依赖于知觉，审美知觉依赖于透视和光学的规则。认为美被理解为视觉，或是使人获得快感的视觉形式，或是某些视觉形象的相互结合。指出“由感性形象在相互结合之中所创造的一切美，都建立在合比例的基础上”。美须以被感知的视觉形式合比例的结合为前提。认为美包含着主观的因素，依赖于人们的传统、习惯和气质，美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美。其美学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许多艺术家和思想家如达·芬奇等有一定影响。


爱克哈特
 （Meister Eckhart，1260—1327）　中世纪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多明我会修士。先后在科隆和巴黎学习，后到巴黎大学任教。1327年因异端思想在科隆受审讯，同年死于狱中。1329年他的著作还受教会谴责。其思想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认为上帝是超越一切差别，无任何规定性的绝对的“一”，是人类无法理解和认识的。上帝创造万物，万物在上帝中，上帝也在万物中。每个人的灵魂都分有上帝的本性和部分，故人与上帝可直接相通，当人沉思上帝达到纯净的出神状态时，会出现灵魂的闪光，在闪光中人能直接看到上帝，倾听上帝的训示。人必须摆脱利益干扰，才能为上帝所充满，达到出神状态。最高的美德是贫困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纯理智结合在一起。这些论点只承认上帝的权威，而否定了宗教戒律与规范，是对道德自主自觉与个体化的强调。对宗教改革，以及浪漫主义思潮也产生了深切的影响。主要著作有《三部集》（1314）、《箴言四书质疑》、《德语讲道集》等。


邓斯·司各脱
 （John Duns Scotus，约1266—1308）　中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神学家，司各脱主义创始人。生于苏格兰的邓斯城堡。先后在牛津和巴黎两大学学习，1296—1307年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1305年获巴黎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307—1308年在德意志科隆大学任教，被称为“精明博士”。主张哲学和神学相分离，两者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神学以上帝为自身的原则和研究对象，神学命题如上帝存在、三位一体、灵魂不灭等是哲学和理性所不能证实的，故反对哲学依附于神学。美学上，认为美在于形式及其关系中，没有一种终极的形式，形式本身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强调“此一性”，认为自然以个体为先决条件，个别高于一般，个体作为一种特殊性，是独一无二的。“此一性”必须靠直觉来把握，而且自然的美和道德的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其学说被称为司各脱主义，曾与托马斯主义长期对抗。主要著作有《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四书〉注释》、《形而上学的精妙性质疑》等。


威廉（奥卡姆的）
 （William of Ockham，约1290—1349）　亦译“奥卡姆”（Occam）。中世纪英格兰哲学家，晚期经院哲学家中唯名论的创立者及奥卡姆主义的提出者。方济各会修士，邓斯·司各脱的学生。曾在牛津大学学习、研究和讲授神学。因反对托马斯主义而于1327年被教皇判为“异端”，并被囚于阿维尼翁监狱。次年越狱逃往慕尼黑，投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Louis Ⅳ，1314—1347年在位），在后者的保护下，积极参加了反教皇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思想领袖，被称为“不可战胜的博士”。认为心外宇宙中并无一般，只有个别事物才是客观的存在，一般是人们创造出来用以表示个别事物之间相似性的约定的符号或标记。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烦琐论证，提出没有必要增加实体，即要用思维经济原则这把剃刀把它们统统剃掉，让人们直接去观察研究具体事物，增长实际知识，这就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奥卡姆剃刀”。提倡把哲学和神学分离开，主张在神学中以信仰为准，在其他领域中以理性为准，从而限制神学，抬高理性，为哲学和科学争得地盘。反对教权至上，主张王权与教权平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教会管理宗教事务，大家互不干涉。认为艺术形象是艺术家模仿实体的结果，是个别的模仿，而不是某种普遍理念的模仿。认为美不具有一般性，仅仅只有个体意义，美的超验性质是无从谈起的。这些思想反映了刚刚崛起的市民阶级利益，对批判经院哲学的神学唯心主义，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有积极作用，为后世的美学思考提供了许多思想的契机。主要著作有《逻辑大全》、《箴言集》、《神学百谈》等。

意大利


但丁
 （Dante Alighieri，1265—1321）　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早年参加新兴市民阶级反对教皇干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的斗争。1300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市政机构的执行委员。1302年因代表罗马教廷的反动势力抬头而被终身放逐。代表作《神曲》广泛反映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矛盾，大胆谴责教皇和僧侣的贪婪专横，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现世生活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个诗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致康·格朗德的信》、《筵席》和《论俗语》等著作中。主张“诗为寓言”说，认为一切文艺形象都是寓言性的或象征性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奥秘的意义。在文艺作品中的美与善的关系上，认为“作品的善在于思想，美在于辞章的雕饰”，作品内容的“善应该特别能引起快感”（《筵席》）。他的《神曲》即以这一美学思想为指导。


薄迦丘
 （Giovanni Boccacio，1313—1375）　意大利作家，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曾在那不勒斯经商。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共和政体。早期创作多取材于古代传说，开辟了意大利散文与小说创作的道路。文艺思想和美学观主要反映在《但丁传》和《异教神谱系》中。主张文艺创作应反映对生活的热情，诗人须有天才、生活、学力和表现技巧；须运用虚构、想象。针对中世纪基督教会指责文艺虚构不能表现真理，只有神学才是真理的谬论，为诗进行辩护，指出诗就是神学，诗把真理隐藏在虚构里。认为美的高低和艺术的高低必须在克服技巧的困难中表现出来，克服的难度越大，美和艺术的程度就越高，只有通过“费力”的劳动才可能获得美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理论开辟了道路。小说集《十日谈》揭露罗马教廷的腐化与贪婪和僧侣们的寄生性与虚伪行为，歌颂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对后来欧洲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伯鲁涅列斯基
 （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　意大利建筑师、雕刻家。本为手工业工匠，曾任佛罗伦萨执政官。早期文艺复兴建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曾对古罗马建筑遗迹进行调查研究，主持建造了一系列教堂建筑。代表作有佛罗伦萨大教堂圆顶（1420—1436）、育婴堂（1419—1426）和圣克罗切教堂的帕齐礼拜堂（1442）。大教堂圆顶高达112.8米（包括后人建的顶阁），底宽44.5米，规模之大为中世纪以来所未见，内外两层构筑，外观雄伟优雅，被誉为新建筑的奇迹。育婴堂和帕齐礼拜堂则巧用古典柱式，比例匀称和谐，开创了文艺复兴的新风格，并以其透视法的发明影响了整个新美术界。


阿尔贝蒂
 （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　意大利雕刻家、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反对把美简单地归结为数的比例。认为和谐是美的源泉，和谐通过某种完善的对比关系使各部分互相协调而创造出美，美是“同有一定的数量、比例、秩序的部分和整体的和谐；和谐，即等于最高的自然规律的绝对要求”（《论建筑》）。认为美不是绝对的，美之中存在着相对性、主观性、偶然性的因素。主张艺术要模仿自然，同时也要理想化或典型化，须努力再现“某一个别的面貌和全体形状”（《论雕刻》）。认为美是艺术的绝对对象，丑在艺术中只是某种错误的形式，艺术的任务是去揭露丑恶的和畸形的对象。其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论绘画》（1436）、《论雕刻》、《论建筑》等。


瓦拉
 （Lorenzo Valla，1407—1457）　意大利思想家。反对禁欲主义，认为必须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建立和谐。美学思想上与基督教美学相反，恢复了人体美的意义，认为“美是对人体的基本恩赐，……也就是自然界的恩赐”（《论快感》第21章），人类对美的追求和爱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感情之中。主张重视自然界中丑的美学意义，认为丑必须成为美的对比和反衬而出现。指出快感是最高的幸福，是美的最高标准。美就是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而只有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才是有益的。艺术不是从对美德的爱而是从对快感的追求中创造出来的。他强调美的感性性质的艺术观，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美学原则的发展。主要著作有《论真幸福与假幸福》、《论快感》、《论拉丁语的美》（1471）等。


费奇诺
 （Marsilio Ficino，1433—1499）　意大利思想家。1462年在佛罗伦萨附近的科雷吉别墅创立柏拉图学园。曾把柏拉图、普洛提诺、波菲利、普罗克洛、伪迪奥尼西等人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并进行专门的注释。断定哲学和宗教是叔伯姐妹，试图把基督教与柏拉图哲学调和起来。用泛神论观点解释柏拉图关于爱的学说。认为美就是对爱的希望或“享受美的愿望”。神性美是光，起初放射到天使的智慧中，继而依次渗透到整个世界的心灵、自然界、物质之中。认为美具有优美的特性，它通过爱的途径即非理性的方法被认识。指出美具有主观的、单一的、不重复的、流动的特性，把主观因素包含在美的概念之中。主要著作有《注释》等。


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全名列奥那多·达·芬奇。意大利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14岁进佛罗伦萨画坊学艺，1481年成名，取得独立开设画坊的资格。在绘画上，结合科学知识与艺术想象，探索在平面上表现人物真实形象的造型规律，通过对透视和解剖的研究，捕捉人物内心活动在脸部的各种表现。其绘画名作《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著作《论绘画》和《笔记》中。认为美的根源存在于自然事物本身，美或艺术的表现在于直接模仿自然、再现自然。提出“镜子说”，主张画家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自然事物，成为“自然的儿子”。认为美的认识与欣赏源于感觉，由“感官受到所感觉的对象的吸引，两者结合”而成（《笔记》）；但强调创造在美或艺术中的作用，提出“第二自然说”，主张在感觉的基础上，通过智力活动对自然对象进行艺术创造，使之理想化或典型化。认为让思考超越劳作，是艺术走向艺术完美境地的途径。主张绘画不仅要表现人的形体美，还要表现人的心灵美，“描写人是容易的；描写人的心灵，则是艰难的”，如果人的外形表现不出心灵生命，那画的就是“死人”。指出由于人的认识上的差异，人的美感是多样的、变化的。不同的艺术形象会引起强弱不同的美感。认为诗用文字再现形状，画直接用事物的准确形象来再造事物，画在效用、美、快感等方面都远胜于诗。另有大量草图速写及有关自然科学、工程等的手稿存世。


皮科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　意大利思想家。曾就读于波伦亚和帕多瓦大学，后加入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1486年因发表哲学《九百题》，被罗马教皇以异教徒罪名监禁。获释后专事著述，在语言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1487年撰写的《论人的尊严》一书中。认为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具有自由意志和个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自身就是自己独特形象的创造者和雕塑家。肯定爱是“对美的希望”。认为心灵、爱和美都与上帝毫不相干。论著以神学的形式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主要著作还有《对吉罗拉莫·贝尼韦尼的爱情抒情诗的注释》等。


明屠尔诺
 （Antonio Sebastiano Minturno，约1500—1574）　意大利诗人、批评家。曾任乌金托地区主教。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的模仿，越接近自然，模仿得越好。任何艺术都须遵循古典的情节整一律。在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上，受朗吉弩斯的影响，在教训作用与娱乐作用之外，又提出“感动”作用。在“古今之争”中拥护古典，反对传奇，有“尊古非今”的倾向。主要著作有《诗的艺术》（1564）、《论诗人》等。


钦提奥
 （Cinthio，原名Giovanni Battista Giraldi，1504—1573）　意大利诗人、戏剧家、批评家。曾在斐拉拉、帕维亚等城的大学任教。在当时的古今之争中反对古典的情节整一律，认为作家不应受前人定下的范围的约束，而应有所创新。继承亚里士多德诗、史有别的观点，主张表现题材以能反映时代精神为主，指出诗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的真实性，诗人描写古代也须适应当代的需要。主要著作有《论传奇体叙事诗》等。


卡斯特尔维屈罗
 （Lodovico Castelvetro，1505—1571）　意大利文学批评家。1570年发表用意大利语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附《提要》和《注疏》。戏剧理论上提出三一律原则，成为17世纪古典主义关于三整一律的理论来源。认为美感来源于题材的新奇或表现技巧的高超。认为对艺术的欣赏就是对克服了的困难的欣赏。强调想象虚构对诗有重要意义。主张诗只有娱乐一种功能，作诗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娱乐，否定了艺术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


瓦萨里
 （Giorgio Vasari，1511—1574）　意大利画家、美术史家。1550年出版《绘画、建筑、雕塑大师列传》一书，正式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提出将14—16世纪的艺术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该书的宗旨是要叙述“艺术再生的进程”，“再生”是历史观念和艺术判断标准的基石。首次将建筑、绘画、雕刻三门艺术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认为建筑、绘画和雕刻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女儿”，而这个“父亲”就是“Design”。同时，依据艺术的风格类型提出了一套批评体系。该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西方艺术史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瓜里尼
 （Giovanni Battista Guarini，1538—1612）　意大利诗人、剧作家。曾和英国莎士比亚同时创造了悲喜混杂剧这一新剧种，扩大了戏剧题材及服务对象。认为悲喜混杂剧是将悲剧的和喜剧的两种快感糅合在一起，既能调和观众的苦乐情绪，又能适应他们的各种性情和审美趣味，较之单纯的悲剧或喜剧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强调艺术的虚构，反对从狭隘的道德观点来衡量文艺。继承贺拉斯关于美在合式的观点，更注重自然和艺术中不同因素的完满结合而产生的和谐，其戏剧理论在18世纪得到狄德罗、博马舍和莱辛等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主要著作有《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1601）。


塔索
 （Torquato Tasso，1544—1595）　意大利诗人。出身贵族。幼年受过天主教教育，后专攻哲学和诗学。1579年起精神失常。代表作叙事诗《耶路撒冷的解放》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同宗教思想的冲突。后按天主教正统思想改写此诗，并更名为《耶路撒冷的征服》。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论英雄体诗》和《论诗的艺术》中。他继承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观点，主张诗是模仿，诗人的目的是给人以教益，供人娱乐。提出诗人通过“逼似真实”来寻求和达到“完美的真实”，涉及到艺术中典型共性问题。认为美的概念与普遍人性的概念有密切联系，人性的普遍永恒性决定了美的普遍吸引力。指出美是自然的一种作品，自然美在于比例和色泽。他在《杂想录》中还谈到了文艺的社会功用，指出诗关系到一般人民的教育，注意到了文艺对政治的依赖关系。


马佐尼
 （Jacopo Mazzoni，1548—1598）　意大利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其美学思想主要见于1572年出版的《〈神曲〉的辩护》中。主张诗人应力求做到雅俗共赏，以满足普通人和有学问的人共同的审美情趣。认为“诗总是一种模仿的艺术”，根据不同的目的，诗可以有三种定义：为了“正确再现事物形象”，诗就是“模仿的艺术”；为了娱乐，诗就是“模仿的游戏”；为了“使人既获得娱乐，又获得效益”，诗就是“模仿的娱乐”（《〈神曲〉的辩护》）。重视艺术的想象与虚构，认为要达到“诗的逼真就要想象的能力”，诗的逼真是由“诗人凭自己的意愿来虚构的”，虚构和想象的逼真能够增加惊奇感即美感。他较早地接触到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问题，对后世的研究有一定影响。


维科
 （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　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获那不勒斯大学法学士学位。1699年任该校修辞学教授。1735年任那不勒斯查理三世王室史官，对希腊罗马名著有深湛研究。其哲学思想存在深刻矛盾，一方面承认观念反映客观事物，批判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世界的秩序是按照神意或天意造成的。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认为人类历史就是这三个阶段的反复循环，并相应把语言分为三种：符号语言（又称神圣语言）、英雄语言（又称象征、比喻语言）、普通语言。把宗教看作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唯一动力。在美学上，把历史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引入美学研究。他从发展过程的整体看想象问题。以人类的儿童时期比喻人类社会原始时期，以儿童的行为解释人类早期诗的创作及其想象的特点。认为儿童的行为与诗一样，主要是模仿活动、想象活动，充满形象思维，带有创造和虚构的性质。想象是诗的源泉，创造和虚构即诗的活动。人类原始时期的文化如宗教、神话、语言等都带有这一特征。诗的真正生命力来自对全民族的需要和理想的反映。指出形象思维具有两个基本规律。一是以己度物的隐喻，人凭自己的心理经验来体会外在的事物；一是由个别事物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或普遍性相，亦即形成典型性格。他第一个指出诗的逻辑和理智的逻辑之间的区别，反对以哲学取代诗。但他过分强调形象思维的重要，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对立起来，提出“推理力愈弱，想象力也就愈强”，否定了文艺创造中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其美学思想在18世纪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后因库辛和法国历史学派密希勒（Michelet）的翻译和介绍才得以传播。其想象性的类概念思想，后发展成德国里普斯的“移情说”，以己度物的观点在贺拉斯、布瓦洛的类型说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典型理论的产生作出了一定贡献。主要著作有《新科学》（1725）等。


缪越陀里
 （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　意大利历史学家、美学家。哲学上，受笛卡儿唯理主义影响，由二元论走向唯心论，主张上帝是一切始因和最后因。美学上，认为美是在人心中引起快感和喜爱的东西，“我们一般把美了解为凡是一经看到，听到或懂得了就使我们愉快、高兴和狂喜”，“在一切事物中，上帝最美”（《论意大利诗的完美化》第一卷第六章）。真与善是人的理智和意志自然追求的两个终极目的，但人的肉体和情欲阻碍了这种追求，上帝把美印到真与善上以加强人心的自然求真求善的倾向。主张美感产生于新奇，发见新奇或制造新奇的功能来自理智和想象。认为诗的美反映在题材本身以及处理题材的艺术手段两方面。诗的内在美在于它的和婉怡悦与动人的理解力，显示出真理所焕发出的光辉，其和谐与音乐性的美只是表面的装饰。主张把美学和教谕结合起来，用真理焕发的光辉照亮人的心灵，引起美感。真理的光辉由简洁、明晰、证据确凿、力量气魄、新颖、高贵、有用、壮丽、比例匀称、布局妥帖、近情近理等优秀品质形成。指出形象是理解力和想象力和谐合作的产物。形象有三种：形象对想象和对理解都直接是真实的；形象对于想象和理解都直接地只是逼真的或是近情近理的；形象对想象是直接地真实或近情近理的，对于理解却间接地显得真实或近情近理。三种形象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真实的与逼真的，即虚构的，但近情近理且可信；另一种是直接产生效果（想象或理智一遇到对象立即认识到它的真实或近情近理）和间接产生效果（理智受想象的影响而相信虚构的东西真实，或经过反复的推理才相信对象的真实）。尤其重视把想象和感情结合在一起，认为形象受到情感的激发，想象就把两个单纯的自然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使这些形象具有和原来不同的形状和性质，在此过程中，想象大半都把无生命的事物假想为有生命的。这一思想在18世纪是一种崭新的见解，为以后里普斯论述的“移情”说所接受。还认为鉴赏判断是理解力的一个部分、一种功能，它与逻辑判断不同，始终只涉及个别形象。主要著作有《论意大利诗的完美化》（1706）、《论想象》（1745）等。


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1866—1952）　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表现主义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就读于罗马大学。毕生集中精力于学术研究，为意大利学院成员。1903年创办《批评》杂志，后在该刊发表了他绝大部分著作，对当时欧洲出版的文、史、哲作品均有评论。曾任教育部长。哲学上属“新黑格尔派”，把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主观的心灵活动与客观存在等同起来，进而取消客观世界的独立存在。但其基本哲学观点更接近康德，认为心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其他一切都是心灵活动的产物。心灵活动分为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两大类，认识始于直觉，终于概念；实践以认识为基础，始于经济，终于道德。它们的价值分别为美（直觉）、真（概念）、利（经济）、善（道德）。与这四个领域对应的学科是美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就是由直觉所产生的具有正价值的个别意象，而具有反价值的个别意象则是丑。他的美学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属于认识活动的直觉阶段，以直觉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他把维柯关于形象思维的学说发展为“直觉即表现”说。认为直觉即表现，直觉所表现的是主观的情感，一切直觉都是抒情的表现；直觉即艺术，艺术与直觉在种类上和强度上并没有分别，两者都等于抒情的直觉，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量的方面；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是一致的，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用直觉创造抒情的意象，艺术欣赏则是欣赏者用直觉再造艺术家所创造的抒情的意象；美就是成功的表现，美没有程度上的差别；语言就是艺术，语言是借助于声音的表现，语言学也就是美学。在艺术问题上，认为艺术是心灵的活动，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直觉的认识活动。主张艺术即直觉，否定艺术是物理的事实及功利和道德的活动，否定艺术具有概念知识的特性和可以分类，否定艺术表现的技巧和物质媒介的作用。这一把艺术定在最低层次的认识活动（直觉）基础上的表现主义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黑格尔美学精神高于物质的思路，另一方面却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美学，把黑格尔理念为核心的理性主义美学转变为直觉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美学，开辟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新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开瑞特和科林伍德等都深受其影响。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原理》（1902）、《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1902）、《美学纲要》（1912）等。


马里内蒂
 （Filippo Thommaso Marinetti，1878—1944）　意大利诗人、画家和剧作家。未来主义艺术和美学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曾留学巴黎，1899年毕业于意大利热那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早年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和本国颓废主义文艺思潮影响，1909年聚集了一批诗人和画家发起未来主义运动，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后又与以博乔尼为首的一批画家汇合在一起，发表《未来主义画家宣言》。1910年与博乔尼合作签发了《致威尼斯人书》，重申他们的艺术和美学主张。他的美学观从反学院、反文化、反逻辑的世界观出发，打着彻底否定过去，摒弃全部艺术遗产和现存文化的旗号，主张艺术完全脱离传统，表现人变成机器，机器变成人的未来新时代。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运动，斗争就是美。一种充满速度、力量、运动的速力的美诞生后，应伴有未来主义艺术的诞生。主张诗歌中最重要的成分是勇气、大胆和反叛，诗人必须具备狂热、豪放、慷慨的气质。认为崇拜古代文艺无疑是把感受全部倾注入骨灰瓮里，应把意大利从崇古的溃疡里挽救出来。投入创造和行动之中。在文艺的表现形式上主张绝对自由，随心所欲地表达运动的各种形态和速度，不断打破传统和常规，随意“创造”新的语言和表现公式，使作品具有荒诞离奇的特征。力图把未来主义与狂热崇拜暴力、赞美战争的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主要著作还有《未来主义文学的技法宣言》（1912）、《断了线索的想象和自由的死者们》（1913）、《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14）等。


博乔尼
 （Umberto Boccioni，1882—1916）　又译“波菊尼”。意大利画家、雕塑家。未来主义绘画和美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1910年在马里内蒂支持下联合一批画家起草、发表《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并在都灵市的查雷拉戏院向广大观众公开宣布。同年又发表了《未来主义绘画技法宣言》。尔后和未来主义的另一些画家联合马里内蒂共同签署了《致威尼斯人书》，1913年，与卡拉（Carlo di Carra，1881—1966）、罗索洛（Luigi Russolo，1885—1947）、马里内蒂等人联合发表《未来主义的政治纲领》。美学上认为必须藐视传统绘画中的模仿，而一切面向未来的创造形式都应得到歌颂，为此必须把过去用过的一切主题扫除干净，甚至裸体也应禁止。绘画的美学原则不再是“和谐”、“趣味高雅”，而应表现我们所处的闹街、骄傲、狂热和疾驰的旋涡式的现代生活，表现运动、光和宇宙之力。绘画最重要的是真挚和纯粹。攻击拟古风格，甚至诅咒文化名城威尼斯是座腐化的城市，是古董商人的市场，呼吁要让严格的几何图形的金属大桥矗向青天，取代古代建筑的毫无生气的曲线，用现代生活的电光消灭人们习以为常的月光。其绘画和雕塑体现了他的美学原则，表现了迅速变化永不停止的运动感。其美学观点和艺术实践使未来主义运动得到了象征化的表现，丰富了人们对现代社会、机械、力、速度的感受。但因持彻底割断传统的极端观点，他和他的艺术实验很快就被后人所取代。主要著作还有《未来主义绘画、雕塑》（1914）等，主要作品有《持矛骑兵的冲锋》、《大回廊中的骚动》等。


波菊尼
 　即“博乔尼”。


文杜里
 （Lionello Venturi，1885—1961）　意大利艺术批评家。致力于美术理论及美术史的研究，《西方艺术批评史》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巨著，被视为艺术批评史的经典之作，是他对艺术史的看法和美学观点的一个总结。该书详细梳理了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上半叶数百位艺术家及文化名人的艺术观点，以时代为经，艺术家为纬，分阶段地论述了各种艺术思潮和艺术理解的传承流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艺术批评史概观，也传达了作者个人独特的艺术见解。他继承其师克罗齐艺术即直觉的观点，注重艺术的精神性因素，反对科学化的艺术批评，关注艺术家的艺术个性，认为艺术批评与艺术史、美学是一致的，美学观念对于艺术批评具有指导作用。还著有《西欧近代画家》、《今日的艺术批评》、《走向现代艺术的四个步骤》等。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1891—1937）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1911年入都灵大学。1913年加入社会党。1921年退出社会党，创立意大利共产党，后任总书记。1926年被捕，在意大利法西斯狱中度过十一年之久，病卒于狱中。他的理论著作深入论述了当代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问题。美学上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克罗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和纯艺术的主张，揭示了文艺同社会现实的辩证关系以及文艺的起源和本质。认为文艺作为观念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文艺是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精神生活，代表一个民族“对生活和人的观念”。提出关于“民族的人民的文学”的思想，认为要建设“民族人民的文学”，必须在现实的斗争中造就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主张艺术是纯艺术性质的或审美的因素与政治性质的即文化政治的因素的有机结合。认为一方面文艺的社会功用并不等于政治宣传，文艺具有自己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文艺又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象应当是人民大众，其使命是为了“文化与道德的革新”。文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具有“审美的”和“历史的”双重含义。文艺作品应当真实地、生动地再现现实生活，绝对不可缺少美的素质。强调形式和内容应当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在审美欣赏中，距离感是一个重要因素，距离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认为文艺批评是道德、情感批评同审美批评的辩证统一；批评与批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遗产。还对许多重要作家如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了精辟的评论，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葛兰西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被意大利学术界看作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对欧、美各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主要著作有《狱中札记》、《狱中书简》（1947）等。


凡蒂莫
 （Gianni Vattimo，1936—）　意大利思想家。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学于都灵大学。60年代初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师从伽达默尔等人。1987年起任都灵大学理论哲学教授。提出后现代哲学理论。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认为这种态度设定有一个中心存在，事件被繁华而有序地围绕这个中心而排列。启蒙运动把人类历史看作不断解放、不断走向完善的线性发展的观点就体现了这种态度。一旦现代性不再可能把历史勘测为分阶段线性发展时，它就终结了。后现代不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它是对现代性终结的体验。美学上，把艺术衰亡当作现代性终结的标志。指出艺术衰亡主要有三种方式：（1）随着现代性的终结，艺术不再是个自治的领域，其特有的“本质”与“独创”也趋于死亡；（2）西方批量复制的新技术（如摄影）很大程度促进了艺术的死亡，艺术与大众文化隔离的固有观念已分崩离析；（3）20世纪的高雅艺术正有规律地自杀。但艺术并没消失，只是存活在“艺术制品”的世界。艺术制品虽然削弱了艺术作为个体才华独特直观的意义，但对艺术制品的审美体验却成了后现代真理观的基础。审美意识是对真理的一种体验，其本质是虚无主义的。在后现代范围内，艺术作品的一切都是装饰性的，装饰成为美学的中心成分，并成为本体论思考中的中心成分。提出由于后工业社会受传媒权力的控制，不确定性已成为艺术体验的基本特征。主要著作有《主体与面具》（1974）、《衰弱的思想》（1983）、《现代性的终结》（1985）、《透明的社会》（1992）、《阐释学的后果》（1998）等。

英国


莫尔
 （Thomas More，1478—1535）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者。就学于牛津大学与林肯律师学院。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年在位）时迭任要职，因拒绝承认英国国王为英国国教最高首领，被判处死刑。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乌托邦》（意即“乌有之乡”）一书，以对话形式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的强烈抗议，同时描绘作者的理想社会，对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在哲学上，主张人的认识来源于经验。不否定宗教，但认为信仰应该自由。在伦理学方面，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斯多亚学派的单纯以德行为幸福，乌托邦人注重于追求快乐，并避免以小的快乐而失掉大的快乐，同样注重精神快乐与身体快乐。认为快乐应以理性为指导，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快乐而成全别人的快乐。主要著作还有《舒适反对困苦的对话》（1535）。


锡德尼
 （Philip Sidney，1554—1586）　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出身贵族。曾在宫廷供职，当过军官和外交官。研究古希腊罗马和当代意大利的批评著作，继承柏拉图关于诗必须教化公民和贺拉斯关于诗寓教于乐的主张，强调文艺的美感教育作用。认为诗能“阐明德行和感动人向往德行”，能通过生动的形象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感享受中，使人被感动得乐意按照诗人的既定目标去认识，行动。继承和发展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和想象的理论，认为诗不仅可模仿自然，还可通过虚构（想象）描写完美的模范，增强美感，更有效地教育人。主张艺术家应该是天才，同时他又必须努力学习艺术技巧和模仿范本。他同时还论述了善与艺术的关系。认为善是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诗是一切学问之父。主要著作有《为诗一辨》（1595）等。


培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就读于剑桥大学和格雷律师学院，后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赴巴黎供职，回国后为律师，并当选为议员。曾任国王顾问、检察长、枢密顾问官、掌玺大臣和大法官等，获威尔兰男爵和圣亚尔本子爵衔。哲学上，反对经院哲学和唯心主义，认为经院哲学使人束缚于教条权威下，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幻想和偏见。注意观察实验和科学知识的作用，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奠定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基础，为当时欧洲的美学研究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向科学的领域提供了可能。提出文艺有自己的思维特点。区分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把人类学术分为历史、诗和哲学三部分，把人类理解力分为记忆、想象、理智三种活动，认为历史涉及记忆，诗涉及想象，哲学涉及理智，明确把诗纳入想象的范围，开了重视研究想象的先例。又把想象分为两种：复现性想象（即记忆）和创造性想象。认为诗是创造想象的产物。提出艺术真实不同于历史真实。由于诗是由“不为物质法则所局限的想象”而产生的，所以它是“虚构的历史”，不同于“自然”和“真实的历史”，它能“虚构出一些较伟大、较富于英雄气概的行动和事迹”。认为文艺有娱乐和教育的双重作用。“虚构的”诗能够“提高人心，振奋人心”，“使人的精神感到愉快”；它对人的本性和快感有浸润和契合的作用，它与音乐协调后，比历史更能引起美感。强调美的精华在于内在的德行，否认美仅仅在色泽、相貌或形式的比例，认为秀雅合度的动作美才是美的精华。指出艺术不能机械拼凑，而要凭艺术家的灵心妙运。好的艺术作品不是靠“死规则”照抄照搬，而是“凭一种得心应手的轻巧”创作出来。想象虚构、理想化、动态美以及艺术家的灵心妙运等美学思想，包含有浪漫主义的萌芽。主要著作有《学术的进展》（1605）、《新工具》（1620）、《论美》等。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英国戏剧家、诗人。曾当过剧场杂役、演员和编剧。思想上是位人文主义者。作品多肯定现世，肯定人性，提倡社会与人性，感情与理智，道德与身心的完善和谐。现存剧作三十七部，情节生动，语言精炼优美，反映出他的创作思想。与意大利的瓜里尼同时创造了一种悲喜混杂的新剧种，为尔后的戏剧革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认为文艺是自然的镜子，“最好的戏剧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给时代和社会看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开现实主义理论的先河，在美学史上影响极深。主张艺术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模仿，而是一种能动性的创造，诗人是遐想的产物，“浑身充满想象力”，能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提倡美与真的统一是艺术的永恒生命，认为真善美和假恶丑要在斗争中发展，善可因恶而变得更善。他的美学思想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霍布斯
 （Thomas Hobbes，1588—1679）　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美学的代表。牛津大学毕业。曾为家庭教师、培根的秘书。研究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翻译希腊名著。后在游历法国、意大利等国时，结识笛卡儿、伽利略等学者。哲学上，“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3页），强调认识自然，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美学上，也从人类心理活动着手，重视研究人的想象活动。认为想象是一种审美活动，它同欲念联系在一起，受到欲念、意图或目的的控制，与情感必然联系，是艺术家的自觉活动。他对想象与联想、虚构作深入分析，初步建立了“观念联想律”，用以解释一般审美活动。但认为艺术创作不能单凭想象，还需要判断力，即理性作用，用想象力以求同，用判断力以辨异，认为这两种认识功能都来自经验，可以相互补充。把美视为内心的感觉，认为美是外部影响（物体或现象的某些客观特征的总和）在人的机体的某个部分所引起的内部运动的感知，美感来源于满足人类情欲和本能的快感。将美和善联系在一起，认为“美就是一个物体的某些属性的总和，这些属性使我们可以从中期望到善”。善是美的内容，美是善的表现形式。还研究了文艺的真实性问题。认为历史的“真实”与诗的“逼真”不同，历史要真实，真实即符合已然事实，诗歌要逼真（逼真才美），逼真即于事不必已然，于理却必可能，“一个诗人可以超越自然的实在的作品，但是决不可以超越自然的可思议的可能性”，诗人可虚构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创造出“第二自然”，但决不可违反自然的理性与规律。认为笑是一种见到旁人的弱点或自己过去的弱点突然感到自己有某种优点而引起的“突然荣耀感”。霍布斯深入探讨了人类的心理活动，对想象、联想等进行了较具体细致的研究，为以经验心理分析方法研究美学问题打下了理论基础，其学说为洛克所继承。他把美感同人类的情欲、本能、快感联系在一起，对近代西方美学中的反理性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公民》（1642）、《利维坦》（1651）、《论物体》（1655）、《论人性》（1658）等。


弥尔顿
 （John Milton，1608—1674）　英国诗人、政论家。生于清教徒家庭。剑桥大学毕业。早年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写有《快乐的人》、《沉思的人》、《科马斯》和《列西达斯》等诗篇，表现出文艺复兴思想和清教徒精神的矛盾。1638年起侨居意大利。后回国参加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任克伦威尔政府拉丁文秘书。1652年双目失明，仍继续供职。1640—1660年间发表政论，捍卫民主，反对专制。王政复辟后，被迫隐居，先后写成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失乐园》运用《圣经》题材，塑造叛逆者撒旦的形象；《复乐园》借基督受难的故事，反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作者对革命的坚定态度，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不及《失乐园》。《力士参孙》描写为敌人包围的参孙，虽然被挖去双眼，仍坚毅不屈，最后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表达了诗人对王政复辟的愤怒。主要著作还有《为英国人民声辩》（1651）、《再为英国人民声辩》（1654）等。


德莱登
 （John Dryden，1631—1700）　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曾任皇室史官。1670年被封为桂冠诗人。政治上，从赞成克伦威尔的资产阶级革命转为歌颂查理二世的复辟王朝。美学思想上，强调理性和规则，提倡“三一律”，主张形式完美。他在悲剧问题上的美学思想主要为：（1）悲剧中的行为必须是单一的而非双重的伟大人物的伟大行为，反之则会分散观众的注意，破坏诗人的本意；（2）悲剧没有必要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永远有必要酷似真实；（3）创造可能的而又奇异引人的情节，是悲剧最艰巨的任务；（4）决定悲剧作品价值的是寓意，表现寓意的是人物的性格；（5）人物性格是“把一个人和别人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在同一人物身上并不矛盾的许多因素的综合”，具有倾向明显、首尾一贯、与传闻人物相似、与人物的年龄、性别、地位、品质、处境诸因素相符合等特性；（6）悲剧的目的是消除观众被引发的恐怖和怜悯的激情，“使观众在愉快中得到教益”。其戏剧理论，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朗吉弩斯的观点，反映了古典主义文艺批评的崇古精神。主要著作有《论剧体诗》（1668）、《悲剧批评的基础》（1679）、《英雄诗与诗的自由》等。


洛克
 （John Locke，1632—1704）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早年入牛津大学攻读神学、自然科学和医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后来成为辉格党领袖的莎夫茨伯里伯爵的秘书和家庭教师，还做过医生，出任过英国驻柏林使馆的书记官。参加辉格党政治活动，后逃亡荷兰。“光荣革命”后回国，任贸易和殖民事务大臣。哲学上，继承并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论证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认为天赋观念是不存在的，认识过程产生于经验并以经验为基础；人的心灵最初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所有的观点无不来自经验；心灵中的一切无一不是感觉中早已存在的东西。美学上，运用上述理论原则分析美、审美趣味等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基础问题。认为优美是自然之美，是在礼仪范围内的自由的表现。发挥由霍布斯提出的关于“巧智”的概念，把“巧智”和想象等同起来，认为“巧智”只应局限于隐喻和影射，并把“巧智”和判断力加以区别，指出“巧智主要见于观念的撮合”，而“判断力则见于仔细分辨差别极微的观念”（《人类理智论》）。在美学史上正式确定了“观念的联想”概念，认为观念除感觉来源之外，还有在心理功能方面的一个来源，即反省（reflection）的能力，这一思想对从人类心理角度研究一般审美活动起着推动作用。对文艺的美育作用抱轻视态度。认为理想的人要具备“讲求实际”的品质：明理、自制、谨慎、节俭、尽力积蓄财富等，而对这样的人的培养不需要艺术。认为除舞蹈外（它可“教孩子恪守礼节和举止得当”），其他艺术形式特别是诗歌弊多利少。洛克的思想对英国经验主义思想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对整个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很大，贝克莱、休谟以及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等都受到其影响。主要著作有《人类理智论》（1690）、《论教育》（1693）、《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等。


夏夫兹博里
 （Anthony Ashley Cooper，1st Earl of Shaftesbury，1621—1683）　一译“莎夫茨别利”或“舍夫茨别利”。英国哲学家、美学家。出身贵族。洛克的学生，早年受过经验主义哲学的教育，但对洛克及霍布斯的哲学持反对态度。美学上，针对霍布斯和洛克对一切天赋观念的否定，指出人的道德感和审美感都是天赋的，人天生就有审辨善恶和美丑的能力。这种能力称为“内在感官”、“内在眼睛”、“内在节拍感”。强调审美感和道德感一样，不能以利害为目的，不能夹杂占有或利用的欲念。认为人可分为两部分：动物性部分和理性部分，审美能力属于后者。美和善、道德感和审美感是一致的，人分辨善恶的道德感和审辨美丑的美感根本上是相通的、相同的。在行动、精神和性情中见出美与丑和在“形状、声音、颜色里见出美和丑”是一回事。人所以好善而嫌恶是因为善是美的，恶是丑的。看到美的社会性，认为审美与怜悯、喜爱、慈祥、公正、慷慨之类的“社会感情”密切相关。提出真善美的统一，认为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适度的，凡是和谐的和比例适度的都是真实的，凡是既美又真实的也就是愉快的和善的。强调美的标志是健康和旺盛，丑的标志是疾病和灾祸，把生命、运动、秩序、和谐看成是美的重要表现。其美学的哲学基础是新柏拉图主义。肯定神的存在，把宇宙看作“神的艺术作品”。采用新柏拉图派人天相应的学说，认为形体、心灵、上帝（指有理性和有生命的力量即伟大的宇宙）是美的三个程度。认为美不在物质材料上和物体本身，而在形式或造成形式的力量，心灵是物体美的本原。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美：低级形式的美（如金属、石头、人体的美），比较高级的美（如艺术创造的美），高级形式的美（如智慧赋予形式的充满崇高精神的美）。其美学思想有许多矛盾，但对纠正经验派感觉主义的片面性起了一定作用，促进了美学思想的发展，对启蒙运动的领袖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特征》（1711）等。


莎夫茨别利
 　即“夏夫兹博里”。


爱笛生
 （Joseph Addison，1672—1719）　英国文学家、评论家和美学家。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年轻时游历欧洲大陆，1705年后任国务大臣助理和爱尔兰总督秘书。1711—1714年与斯梯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合编刊物《旁观者》，为英国期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其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主要见于《旁观者》。受英国、意大利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影响，强调想象对文艺创作的作用。指出文艺作品是想象的产物。诗人的任务在于运用自己的想象能力满足自己和别人想象的需要。想象对于创造和欣赏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无想象，即使置身于美的事物中或面对艺术作品，都将无动于衷。认为想象是艺术家的一种心灵活动。想象力可以培养，但高度的想象力则是天生的。以洛克的经验主义为基础，提出想象和美都依赖于感觉（即依赖感官提供观念），心灵可不经预先的思考，根据经验立即判定事物的美丑。感觉能力不同的人，“都各有各的美的观念”，都特别易于感受“自己的那种美”。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艺术作品“永远也不会显示出大自然在构图上的宏伟壮丽”，艺术所以是美的，就在于它“酷似自然”、“肖似自然”。艺术作品和“自然作品”的美都在于形式，在于颜色的鲜艳和变化多彩、各部分的对称和适当比例、物体的安排和布置、这一切的适当混合和配合。强调审美趣味是一种心灵的能力，它对一切美的东西感到快乐，对一切不完美的东西则感到不快，并认为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其美学思想冲破了古典主义的某些束缚，对后来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有一定影响和促进作用。主要著作有《想象的乐趣》等。


蒲柏
 （Alexander Pope，1688—1744）　英国诗人。深受法国布瓦洛影响，著有诗体论文《批评论》，阐述古典主义审美原则，主张诗歌应模仿自然，认为古希腊、罗马的作品是艺术典范。提出新古典主义主张，认为规则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制订的，当规则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可以打破规则，只要打破规则的人自己清楚为什么要打破它就行了。《道德论文集》、《人论》、《致阿巴斯诺特医生书》等哲理诗表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观点。讽刺长诗《夺发记》反映上流社会的无聊生活；《顿西亚德》（亦译《愚人志》）描写当时英国文学界的情况。还编有《莎士比亚全集》，翻译荷马史诗。


哈奇生
 （Francis Hutcheson，1694—1747）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夏夫兹博里的弟子。长期在格拉斯哥任道德哲学教授。把夏夫兹博里的美学思想系统化，并向唯心主义推进。强调美感和道德感是相通的、一致的，它是天生的，习俗、风尚、教育、训练等对审美感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强调美感是与功利无关的较高级的接受观念的能力：“美的快感和在见到利益时由自私心所产生的那种快感是迥不相同的”（《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美感是获得“美的观念”的能力。美的快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微弱的快感，由外在感官接受简单观念所产生；另一种是“远较强大的快感”，由内在感官认识“美，整齐，和谐”，接受复杂的观念所产生；真正的美感属于后者。根据两种感官在直接性上的类似，把美感这种较高级的接受观念的能力称为一种独立的“感官”，认为它“所得到的快感并不起于对有关对象的原则、原因或效用的知识，而是立刻就在我们心中唤起美的观念”（同上），从而把美感和知识对立起来。认为“内在感官”之所以十分合适和圆满，是由于“神所具有的那种智慧的恩典”。在美学史上首次明确对美进行分类，把美分为本原（或绝对）美和比较（或相对）美两类，认为绝对美是单就一个对象本身认识到的，相对美是拿一个对象与其他相关对象作比较才认识到的，前者侧重形式方面，后者主要指模仿性艺术的美。其美学思想对德国古典美学曾发生一定的影响，他的美感与道德感一致，审美活动不涉及概念和利害计较，美来自内在感官等观点，对康德的《美的分析》有一定影响。康德的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区分与他对绝对美与相对美的区分也有类似之处。主要著作有《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1725）等。


卡姆斯
 （Hengry Home，Lord Kames 1696—1782）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其美学思想从洛克的感觉论出发，否认天赋观念，认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经验的内容是由感觉的差别所决定的。视听觉这类高级感觉构成了介于触觉和嗅觉等低级感觉领域和理性思维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美感的领域。认为美与视觉有关，而其他感觉的美则是美感的引申。把美分为绝对美和相对美两类，绝对美是“把事物一个个单一分开来看，不与他物发生关系得到的”，是直接诉诸于主体的感觉而被感到的美；相对美则“建立在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基础之上”，主要通过联想和反省才被感到的美。他还系统地研究了“单纯”、“比例”和“秩序”等美的形式要素。此外，他还分析了与美相对的“宏伟”、“庄严”（grand）等美学风格，并论述了二者的区别。主要著作有《批评的要义》（1762）。


荷迦兹
 （William Hogarth，1697—1764）　英国画家、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曾开过铜版印刷所，从事绘画和插图，后为英王室的宫廷画师。以画滑稽画和社会讽刺画著称，大多揭露当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对下流社会、底层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美学上反对新古典主义在“理想美”、“规则”等方面的美学观点，肯定现实生活是美和艺术的源泉。强调艺术要忠于自然，模仿自然，要按照自然的原则表现出大自然的美。他主要从事物的形式方面以艺术的眼光对美作了经验性分析。认为支撑造型艺术的真正原理，只是一个特殊的线条。提出“交叉的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条，它能表现出物体的形状、动作和立体感，表现出特殊的力量。他还提出美的六条原则：适宜、变化、一致、单纯、错杂和量，认为这六个方面彼此矫正、相互配合便能产生美。但把美和效用混为一谈，认为“每一件个别的物体，不论是出自艺术还是自然，其各部分是否适合于形成整个物体的目的，是首先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因为这对整个物体的美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同上）他是英国美学家中第一个提出审美原则相对独立性问题的人，其美学理论中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所提出的“蛇形线条”以及构成美的六条原则，对表现自然美，研究艺术美，特别对探讨绘画艺术的表现方法，有参考价值，在近代西方美学中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美的分析》（1753）。


约翰逊
 （Samuel Johnson，1709—1784）　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后因生计而辍学。28岁去伦敦谋生，受书商雇用、为杂志撰文，也自编单张的小品文周刊等。他是英国18世纪中叶以后的文坛领袖。1764年在伦敦成立文学俱乐部，聚集了文学家、戏剧表演家、画家和政界名人，定期聚会，谈文论政，影响了一代文学趣味和文化风尚。主张文艺批评的三大原则是现实主义、道德主义和抽象主义，特别强调文艺的道德伦理作用，认为文艺能净化心灵，给人以审美快感。高度评价莎士比亚，认为他是向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的镜子的诗人”；他以莎士比亚为样板，以“忠于普遍人性”来衡量作品，认为好的作品要能经受得了“时间洪流的经常冲刷”，要对时代的情况有所估计和把握，反对批评上的“崇古非今”。认为应当“把模仿自然当作艺术的至高点”，不是纯粹地照抄生活，而是要表现“一般风俗和普遍生活”。在文学语言上，主张“明澈流畅”、“典雅秀丽”的语言风格，强调诗要有脚韵。主要著作有《人类愿望的虚幻》（1749）、《英国诸诗人传》（1779—1781）等。


休谟
 （David Hume，1711—1776）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英国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曾就学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任一将军的秘书、爱丁堡法学院图书馆馆长。1763年，在英国驻法使馆任秘书，结识狄德罗等人；1767年在外交部任职。哲学上，认为人只能知道自己“心理上的感受”，心理感受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能知道的，通常人所说的客观事实即“一簇印象”。美学上，用心理学分析方法来探讨美的本质和审美趣味的标准等问题。关于美的本质，认为美不是对象的属性，而是某种形状“在心上所产生的效果”，其所以能产生效果，是由于“人心的特殊构造”（《论怀疑派》）。美是主观的产物，“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所感觉到它的都是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的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论审美趣味的标准》）。但又认为对象的“某种秩序和结构”、“形式或性质”是美感的成因之一，肯定了客观存在对美感的作用，陷入美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矛盾之中。关于美的起源，认为美源于效用。把美分为感觉的和想象的两种：感觉的美是由感觉直接接受来的，只涉及形式；想象的美源于对效用观念的联想，只涉及内容意义。并认为美源于对象满足人的同情心，分享旁人的感情。关于审美趣味，指出审美趣味和理智都是先天的功能，但不是先天的观念。认为理智不夹杂感情色彩，是如实地、冷静地反映真和伪的知识；而审美趣味则夹杂主观感情色彩，是一种新的创造，可以根据感情的需要，依靠想象，对感性经验加以虚构。关于审美标准即批评标准，提出两条原则：一是要把作品摆到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看，二是要了解作品的目的。他还探讨了文艺发展的规律，指出文艺只有在自由的政体下才能发展。但又认为，文艺发展到高峰后就必然转为衰落。其美学观点给后世美学家以深远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同情说”以及对审美趣味的标准、美的差异的研究，在美学史上都有一定的意义。著作颇多，涉及美学思想的主要有《人性论》（1739—1740）、《论审美趣味的标准》（1757）、《论怀疑派》等。


越诺尔兹
 （Joshua Reynolds，1723—1792）　又译“雷诺兹”。英国画家、艺术理论家。1749年去意大利学习绘画，1752年返伦敦。1764年，在伦敦建立一个文学俱乐部。1768年创立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任第一任主席。曾在《闲暇》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同荷迦兹进行论战。他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演讲集》中阐述了他的美学观点，涉及到不少重要美学问题。认为现实美就在于客观现实本身，自然是一切“完善的源泉”，“我们无法设想有一种超越自然的美”，美不能存在于自然之外或自然之上，“自然的最一般（普通）的形式就是最美的形式”。指出每类事物都拥有自己的“中心形式”，美就在于“中心形式”。崇高或雄伟风格与中心的“自然的意向”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应体验、观察、再现现实生活的“中心形式”、“普通形式”和“自然的意向”。但又认为，理性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起首要作用，自然中的美须凭理性去探讨，艺术以“理智性的”美为目标，艺术家的目的在于再现“理想的美”或完善。他强调风俗习惯对审美的影响，提出审美判断具有民族差异。其美学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试图超出古典主义的信条，一方面又在许多方面附和古典主义，处在古典主义向经验主义转变中，在近代有一定影响，为近代抽象派艺术和抽象派艺术理论初步奠定了基础。


雷诺兹
 　即“越诺尔兹”。


博克
 （Edmund Burke，1729—1797）　英国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学过法律，曾任首相罗金汉的秘书、议会议员、财政部出纳局局长等，后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早年赞成启蒙运动，晚年日趋保守、反动。他以经验的事实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否认天赋观念，把感觉视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区分了崇高与美，认为崇高与美这两个观念的起源完全不同，崇高来源于人类的自我保存欲，美来源于人类的社会交往欲；崇高感是痛苦和危险所造成的一种夹杂着快感的痛感，美感则是爱所引起的快感。大多数能使人心产生痛感或快感的观念，都可列入这两大类。认为崇高与美的客观特质不同，崇高感涉及的对象是能够引起恐怖的感性特质（因此崇高与丑部分地相一致），美感涉及的对象是能够引起爱而与欲念无关的感性特质，两者虽都来自客观事物，但它们的对象在形式上却迥然不同。美的对象的特点是小巧、柔滑、变化、娇弱、明亮、秀丽等，崇高的对象则相反。他试图从人的感官的生理和心理方面寻找审美趣味的规律性，忽视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对审美趣味的决定作用。认为审美主体的生理结构人人相同，审美趣味或鉴赏力就具有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客观基础。人的审美趣味依赖三种心理功能：感觉、想象力和判断力。否认夏夫兹博里提出的“内在感官”说，认为感觉是审美的基础，并强调判断力对鉴赏的重要作用。其美学学说虽有生理化研究和感觉主义的倾向，但强调审美趣味有客观标准，鉴赏力人人相同，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意义。在西方美学史上，他第一次把崇高与美明确区分开来。他对一些美学问题的敏锐揣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对狄德罗、莱辛，特别是对康德，有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1756）等。


达尔文
 （Erasmus Darwin，1731—1802）　英国诗人、医生、植物学家，著名博物学家、进化论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曾在剑桥圣约翰学院攻读古典作品、数学和医学，对诗歌颇感兴趣。曾发表了叙事诗《植物园》的第一、二集《植物经济》、《植物之爱》。最后一部叙事诗《大自然的神殿》研究了生命的起源、繁殖、心理和智力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世界上存在着的善与恶的问题。在美学上，以谱系学的方式切入美学研究，认为，如同眼睛和鼻子促使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一样，人对美的感觉也是来源于更低级的对温暖、触摸、嗅觉、味觉、饥渴等的愉悦感的爱好，从个体发育的角度看，成年人对美的感受来自于最早的“对母亲的乳房的感受”，最早从触摸、品尝、嗅闻得到的愉悦感最终会投射到其他事情上去，因此成年以后看到螺旋形线条的事物，会感到一种愉悦，这种愉悦影响其他感官。“我们对美的感受，存在于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的确认，首先是那些曾经因为为我们的感官所触摸、嗅闻、品尝因而激起我们的爱的事物，其次是与这类食物有类似形状或形式的事物。”


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　英国文学批评家。“湖畔派”诗人。青年时期曾写《巴士底的陷落》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转向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曾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认为理智无法了解人生，创作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直觉地揭示反理性的事物。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力，认为诗用象征的手段通过词句来表达诗人内心的幻想。断言诗是诗的天才的特产；诗的天才善于表现并变更诗人自己心中的意象、思想和情绪。把想象分为第一性和第二性，认为第一性想象属于知解力的，第二性想象是意志的、自觉的，诗的天才是第一性想象与第二性想象的统一。指出诗的审美特征在于提供一种来自整体的快感，同时与其组成部分所给予的独特快感又能协调一致。主要著作有《文学生涯》、《莎士比亚评论集》等。


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英国诗人。出身贵族。1810年进牛津大学，次年因发表《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被校方开除。1812年参加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1818年离开英国，侨居意大利，与拜伦过从甚密。政治上，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反对剥削制度，幻想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文艺理论上，强调艺术是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诗是生活的惟妙惟肖的表象，表现了它的永恒的真实”。诗人的心灵是反映一切形体的镜子，“一切形体在镜中合为一个整体”。强调诗歌创作需要灵感和想象，认为灵感是通过感觉和形象而构成的，诗中的语言和形象都是灵感的体现。指出只需把诗人的心灵感受及其所含的愉快和热诚传达给读者以引起共鸣，便能达到诗歌的最高任务，倡导一种所谓上帝式的创造。他在其理论著作《为诗辩护》中还重视文艺在社会改造中的教育作用，指出诗的功用在于引起快感和美，要在别人心中“产生和保证这种最高意义的快乐”；诗的任务是要帮助人了解事物的真相，在读者心中点燃起自由与正义原则的热情，有助于改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


卡莱尔
 （Thomas Carlyle，1795—1881）　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先在爱丁堡大学就读，因贫困辍学，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819年重返该校攻读法律。1834年迁居伦敦专事著述。1865年被选为爱丁堡大学校长，翌年4月就职。哲学上主张泛神论和唯意志主义。认为社会、国家、宗教等只是神的永恒本质经常替换的“衣裳”。人类的进步取决于少数领袖人物的智慧和力量，建立有序社会的惟一希望是英雄人物强有力的和英明的统治。一生著述甚丰，散文、评论、历史、社会批评都有涉猎。以其独特的风格蜚声世界文坛，英语词汇中有Carlylism一词，其义项之一，意即“卡莱尔的风格”，指卡莱尔好用谈话式和不规则的长句，引入新词和德语词，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等等。主要著作有《论英雄和英雄崇拜》（1841）、《过去和现在》（1843）等。


罗斯金
 （John Ruskin，1819—1900）　英国政论家、艺术批评家。曾就学于伦敦大学英王学院，后转入牛津大学。1870年任牛津大学美术教授。以消极的浪漫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揭露了人沦为机器附属品的现象，而且抨击机器生产使人丧失审美能力和道德精神。在美学和艺术观上，从普遍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出发，认为只有对世界有宗教般的爱和大胆的感受，才有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艺术家的整个功能，就是充当一个见景生情的人，使飞逝的东西、不可理解的东西、无边无际的东西、难以持续的东西凝定下来，取得永恒的生命。认为艺术的真实在于情感和爱，艺术家为爱而描绘而再现，这比最精确的再现更为真实。提出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标准是宗教之爱和情感之美。指出诗歌给万物以感情，这是感情的一种“误置”，它虽不真实但能引起快感。这种误置必须缘情而发，不脱离理性，否则将是病态的标记。为拉斐尔前派的绘画辩护，认为他们不拘泥于形式，不造作，能纯真地表现出人类之爱和宗教力量的完美结合。主张美在于生命，认为自然界的有机形式之所以美，就因为它含有生命力，人的生命的美会受到智力和道德感的影响，发出理想的光辉。认为建筑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七盏明灯来照亮：牺牲、真理、力量、美、生命、记忆和服从。他的艺术评论远远超出了绘画艺术，波及艺术与社会、道德、文明的关系，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近代画家》（五卷，1843—1860）、《建筑的七盏明灯》（1849）、《拉斐尔前派的绘画风格》（1851）、《给那后来的》（1862）等。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　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美学家。游戏说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曾任《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1853年接受其叔遗赠后，辞去公职，专事著述。在哲学上，主张不可知论，宣称“理性只能认识相对的东西”。在心理学上提出进化论的联想主义理论，认为情感及各情感间的关系都可以造成联合，联合屡经重复，就产生一种遗传趋势，这个趋势可以随世代相传而累积。在美学上，受席勒“游戏冲动”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发展了席勒的“游戏冲动”说，提出“过剩精力发泄说”。认为游戏的主要特征在于非直接功利性，它对于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活动过程没有直接的帮助，是动物剩余精力的一种发泄。人类的艺术活动、审美活动与动物的游戏一样，也是一种剩余精力的发泄。认为美感有三种不同的程度：（1）简单的感觉和伴随着表象要素的感觉；（2）有着更复杂表象要素的感知和感动；（3）超感觉和感知的意识状态。通过这三种程度的各相应官能的全面活动，集中创造出美感的最完善形式，使具有痛感的东西降低到最低限度。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完善的，所以人类一般很难达到最高程度的美感。他还提出当有用的东西不再有用时，就变成美的东西，如视觉和听觉的对象与保存生命无直接关系，所以美的性质最多。斯宾塞的美学理论在西方美学史上曾产生很大影响，一方面启发了快乐论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生物学、人类学的美学研究，是艺术发生学研究的滥觞。康拉德·朗格、谷鲁司、艾伦等人都直接受到他的影响。美学著作有《心理学原理》（1855）、《论有用和美》（1852—1854）、《人的形象美》（1852）等。


梅瑞狄斯
 （George Meredith，1828—1909）　又译“麦里狄斯”。英国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曾在德国接受教育，回国后从事新闻、编辑和律师工作。1860年起开始写小说。思想上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批判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罪恶生活，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称之为“上帝寓言”。美学上主要对喜剧和喜剧性作出了独特的思考，强调喜剧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性，认为喜剧需要一个有教养的社会，既要有活泼、敏感的诗人，又要有接受这种敏感的观众，喜剧的发达与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认为喜剧不同于笑剧，喜剧的笑不应是无聊空洞的笑，喜剧不以讽刺、揶揄、诙谐为目的，必须对自己的同类有一种冷静的爱，对我们文明的素质有一种冷静的估计，不尖刻地刺痛人，也不安慰这些感受，而是给这扰攘世界指出一个更宽阔的世界。是一种通过心灵的微笑。真正的喜剧的核心在于它能引起有深意的笑，表现出精神的深邃。由此他对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作出较高评价。其喜剧理论要求喜剧贯穿理智的精神，并能产生出“精神感化”，启发心灵，改善社会的效果，对喜剧美学研究有所推进。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包尚的事业》、《利己主义者》；理论著作《喜剧的观念及喜剧精神的效果》（1877）等。


麦里狄斯
 　即“梅瑞狄斯”。


佩特
 （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　英国文艺评论家、美学家。唯美主义代表之一。曾就读于坎特伯雷英王学院和牛津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与写作。1867年起为《威斯敏斯特》等几家杂志撰写文艺评论。美学思想上受拉斐尔前派和罗斯金的影响，主张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观点。认为艺术美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孤立现象，它只与事物的外形和事物的力所组成的形象有关，只与人们思想和情感的内心世界有关，而与外在经验世界无关；艺术的目的在于寻求美的享受，而不应受社会道德观念的干扰；艺术不是再现，而是把生动丰富的主观印象表现为纯粹的形式美。认为经验世界经过个人心灵的“反省”作用成为颜色、气味、纹理组织等印象，它们转瞬即逝，但由于沿着生命的长流变化而成为鲜明而有意味的独特印象，艺术创造就在于将这种瞬间的印象“编织和解开”，就在于从诗的热情之中领会理性的激动和生命的感受；艺术是从形式开始，再到思想和感情。艺术欣赏是要寻求瞬间的美的享受，欣赏者只要沉湎在对“纯美”的艺术形式的玩味中，就能获得令人神往的美感。指出抽象地规定美毫无用处，美学的真正目标是发现一种能明显地适合于这种或那种美的特殊表现的公式。艺术批评不应是重复或建立抽象的美学理论，而应是对人的心醉神迷的表达方式的探讨。他的观点被看作是唯美主义的美学表述，对当时与后来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文艺复兴》（1873）、《幻想的肖像》（1887）、《文艺欣赏，兼论风格》（1889），以及死后出版的《希腊文学研究》（1895）等。


詹姆斯
 （Henry James，1843—1916）　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意识流小说和理论的重要代表，系实用主义哲学家、提出意识流理论的W. 詹姆斯的弟弟。生于美国，曾在瑞士、伦敦、巴黎等地接受教育，1862年入哈佛法学院读书，1869年访问欧洲，1872年以后长期居住欧洲，1876年起定居伦敦，1912年入英国籍。1916年英国政府授予其最高文职勋章。创作上重视内心世界的描写特别是潜意识的描述，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或“心理分析”小说家。理论上提出小说是一种历史，认为这是唯一准确地反映小说本质的定义。小说作为历史是因为它反映生活，再现人生，使过去的时代和它的英雄出场并且活动起来，小说家要集哲学家和画家于一身。受实用主义观点影响，把感觉经验看作人生全部内容，要求作家真实完整地表现个人的和直接的生活印象和经验，研究存在的细微过程，而无须顾及悲观还是乐观的道德观念，把描写心理经验和感觉印象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课题。认为灵感并不神秘，它来自于紧张并卓有成效地思索、深刻与连贯的注意以及沉思冥想，并通过精心探索而找到的形式加以表现。强调体现经验内容的形式、技巧、风格的重要性，认为好的形式能克服单纯追求内容的片面性。在小说创作形式方面提出“角度”论，即注意从主要人物角度展开对特定环境中的人物、事件的心理描写，认为这是小说技巧的关键。主张小说人物的个性化肖像要从每一刹那的情绪和特点中来展现，使读者能在人物的关系与接触的多样性中辨别出个性特征。认为艺术作品是情感生活在空间、时间或诗中的投影。提出小说创作应遵循的唯一规则是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方法是无限多样的，作家应该精心探索和自由地创造形式。他的小说美学观点以及小说创作特色对“意识流”小说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艺术思维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性。主要著作有《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法国诗人与小说家》（1878）、《小说艺术论》（1888）、《小说的技巧》（1934）等。


艾伦
 （Grant Allen，1848—1899）　英国生理学家、美学家和小说家。快乐论美学的早期代表之一。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从事小说创作和生理学美学的研究。以生理学为基础探讨审美活动的规律，认为精神活动分为理智和情感两种，理智的对象是一致和不一致，情感的对象是快乐和痛苦。快乐的生理基础是生命力的增进和肌体的健康，痛苦的生理基础则是营养不良和生理机能的损坏。美感是一种快乐，它与劳动的快乐不同，劳动的直接结果是人的疲劳和痛感；它与游戏的快乐也不同，游戏是筋肉组织和神经活动的快感。美感的快乐是以视觉、听觉为审美器官，没有筋肉的疲劳，不与保持生命有用性直接结合，是神经活动的主观伴随现象。这是审美快感与肉体快感的区别之处，也是审美无利害感的生理基础。它的特点是以体力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神经系统的刺激，并能在刺激之后迅速恢复。他甚至认为，快乐的程度与神经纤维的数目成正比，与刺激的自然频率成反比。他单纯从生理学来考察美，抹煞了美感中的理智、道德因素以及社会和历史的条件，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著作有《生理学美学》（1877）、《色彩感觉》（1890）等。


鲍桑葵
 （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有时也被列为新黑格尔派美学的代表。曾就读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毕业后曾任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后到伦敦长期任教和从事著述，1894—1898年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1903—1908年任圣安德鲁大学教授。哲学上持新黑格尔主义立场，认为逻辑或整体的精神，是了解实在、价值和自由的线索，但抛弃黑格尔的理性思维精神，鼓吹信仰主义。认为没有善恶对立的整体，使绝对哲学最终建立在对绝对的信仰上；科学和物质技术不能满足精神，只有宗教意识才能使人满足，哲学依赖宗教。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说成是对自我趋向整体（绝对）的那种本能冲动所作的描述。美学上，试图调和古今的美学思想，把18世纪美学中的形式原则与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所注重的情感表现原则结合在一起，追随克罗齐，主张表现说。提出美学主要研究审美态度及其特殊的价值形式。认为美的哲学就是把所有的有关事实汇总在一起，扩充为许多概念，并使之自圆其说。把美定义为感官知觉或想象力把握到的特性或个性的表现性，同时又服从于同一媒介的一般的表现性的条件，把美同表现性联系起来。后又进一步提出“使情成体”说，认为美是一种情感的愉快的领悟，而这个情感体现在提供给想象或想象性感受的形象里，即为表现而表现的情感。主张审美态度的中心问题是情感，其要义在身体与灵魂的适合交融，其中灵魂是情感，身体是情感的表现。认为审美经验是一种特殊的快感，是一种稳定的、关涉对象及其形式的共同的情感，其心灵态度是静观的。反对克罗齐轻视物质媒介的观点，认为艺术要靠媒介来体现，艺术家靠媒介来思考和感受，媒介是艺术家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他在美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是最早写出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下半叶的美学史。主要著作有《美学史》（1892）、《道德自我心理学》（1897）、《国家的哲学理论》（1899）、《个人的价值和命运》（1913）、《美学三讲》（1915）、《当代英国哲学》（1924）等。


布拉德雷
 （Andrew Cecil Bradley，1851—1935）　英国评论家。新黑格尔主义美学的代表之一。牛津大学诗学教授。从新黑格尔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诗应追求事物后的深奥意义，使诗组成独自存在的世界；诗虽可有许多外在的价值，如宗教、道德等，但它们不能决定诗的真正价值，诗的真正价值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是经验、声音、意象、思想与情感的接续。强调想象在诗中的作用，认为诗应给人以想象的满足，应为想象而想象，为诗而诗，但也指出这并不与人生目的和价值相对立。认为讨论是诗的形式还是内容更有价值是荒谬的，两者在诗中是不可分的，诗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文艺批评的作用在于启发人的想象，使人的美感经验更加恰切，更有趣味。对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进行了独特、细致的研究，在经过改造之后应用于分析莎士比亚的悲剧，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成为20世纪初莎剧研究的权威。主要著作有《黑格尔悲剧理论》、《莎士比亚悲剧》、《牛津诗歌讲义》（1906）等。


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　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的重要代表。1869年进格拉斯哥大学，1874年转入剑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80年代起在剑桥大学任研究员。1907年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1914年被封为爵士，1920年起为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科学院院士。是许多国家的科学院和大学的院士和名誉教授。致力于巫术以及巫术与仪式、神话、宗教、科学的关系的研究。认为巫术有两大基本形态：模拟巫术，以相似律为基础，通过模仿来实现想做的事，又称顺势巫术；接触巫术，以触染律为基础，通过某物来对某人施加影响，又称触染巫术。这两大形态都以交感律为基础，即在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相互作用，故又统称为交感巫术。认为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在对世界上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作陈述时，便是“理论巫术”，是一种“伪科学”，而在作为人们为达到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时，便是“应用巫术”，后者又可分为积极巫术（法术）和消极巫术（禁忌）两种。他还考察了与巫术关系密切的图腾，指出图腾以与宗亲人群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为多，图腾的确立实际上是承认在宗亲人群与天然物或人造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关系；图腾与宗教常常交合在一起，既出于对环境中最为切要的东西的实利考虑，又加入了对自然现象的想象。当原始人认为用巫术驾驭自然、逼迫气候和动植物适从自己的旨意归于无效时，便转而相信神灵的存在，发展出以祈祷祭献为特征的宗教；当他们认为宗教信仰无济于事时，真正的科学便应运而生。他对巫术—宗教—科学的考察，为古代文化现象提出了初步的科学说明。他借用史诗《埃涅阿斯记》中的“金枝”为自己主要著作的书名，对有关巫术和神话作深入研究，揭示其中深层意义和共同规律。他的神话学研究本身是美学的一个方面；他对神话、巫术、图腾、宗教等的研究，特别是对原始巫术交感律的揭示，对研究原始艺术和审美的发生有重要启示，为从神话学、文化史、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研究美学问题开辟了一条道路，对现代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发生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从神话和仪式角度研究文艺的“剑桥学派”。但他把原始人的思想作为出发点而不顾及原始人的生产实践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著作有《图腾制》（1887）、《金枝》（1890）、《自然崇拜》（两卷，1926）、《原始宗教》（两卷，1933—1934）等。


王尔德
 （Oscar Wilde，1856—1900）　英国作家、美学家。唯美主义主要代表。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一生主要从事文学创作，1897年被指控败坏社会风化而入狱，不久即病死。早年思想接近社会主义，入狱后转向宗教，认为基督在整个人类关系中所认识到的想象的同情，是艺术创作的唯一秘诀。创作童话《快乐王子集》（1888），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等，嘲弄上流社会，揭露社会不平，但有单纯追求技巧和鼓吹享乐的颓废主义倾向。在美学上主张“艺术至上”，认为社会不平和精神痛苦只有在提高审美修养中得到出路。否认美与真、善的必然联系，认为美不以真为前提，也不受道德的支配，美高于一切。鼓吹美只在形式，强调“形式就是一切，它是生命的奥秘”，艺术美只在形式美，艺术家不是从感情到形式，而是从形式到思想和激情，艺术家为生活提供了美的形式。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认为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艺术除了表现自己之外，不表现别的东西。生活中充满丑恶，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美。认为接近自然、关心道德的艺术是“颓废”的艺术，是“谎言的衰落”和艺术的死亡。主张文艺批评家必须有自己的个性，才能评论别人的有个性的作品。王尔德的观点成为唯美主义的美学纲领，对现代西方美学和艺术发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1891）、《谎言的衰落》、《批评家即艺术家》以及论文总集《意想集》等。


浮龙·李
 （Vernon Lee，原名Violet Paget，1856—1935）　英国文艺批评家、美学家。移情说在英国的主要代表。她在接触里普斯的移情说之前，已对移情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在接触到里普斯和谷鲁司的著作后，观点有所改变。认为创造艺术的动机有多种多样，但都遵循着“趋美而避丑”这一基本原则。美的事物主要在于由声音、色彩、线条或文字组成的形式。主体把自身的活动投射到（project into）事物里，形成事物的形式美，主体也感受到一种增加生命的活动的快感。这就是移情（Empathy）现象。当事物显得丑时，主体不把自身活动投射到事物里，并感受到挫折与阻碍的不快。她把朗格和詹姆斯的“情绪说”运用于分析美感，注重身体各部分的运动感觉，把这种器官运动感觉作为产生美感的条件，并认为凡是对象能引起有益于生命的器官变化就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后受里普斯和谷鲁司的影响，抛弃了朗格和詹姆斯的“情绪说”，承认审美情感不能归结为各种器官运动感觉的总和，并批评谷鲁司的内模仿说对美感所作的生理解释，但仍注重美感所伴随的生理的变化。提出“线形运动”说，认为这种生理的变化与线形的组合相呼应，产生一种线形运动。线形运动不同于人物运动，它是抽象的；线形运动的模仿是产生美感的基础。如对“山的立起”的移情现象，她解释为“是由我们意识到自己抬起眼睛、头或颈时所引起的一个观念”，是围绕着“抬起”动作的核心对一切类似动作的记忆和复合照像移置到对象（山）上时引起的线形运动。浮龙·李对移情说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但对移情说理论的本身没有作出新的贡献。主要著作有《美与丑》（1897）、《论美》（1913）、《美与丑以及心理学美学中的其他研究》（1912，与汤姆生〔Anstruthen Thomson〕合著）等。


亚历山大
 （Samuel Alexander，1859—1938）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曾求学于墨尔本的韦斯利学院、墨尔本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后长期任曼彻斯特欧文学院教授。晚年主要兴趣在美学方面，是鲍桑葵的追随者。认为“美是能在客观上满足审美冲动或情感的东西，这种冲动或情感是一种用于观照的建设性的东西。由于它按照所描述的这种方式使我们感到愉悦，因此它是美的或是有价值的。”（《美和其他价值形式》）把美、善、真的价值看成是“第三性的质”（tertiary qualities），这些价值既不同于颜色、温度和滋味等第二性的质，也不同于大小、形状这样的第一性的质。美作为“第三性的质”，是心灵与物质现实相结合而形成的，它不是客体的性质，不能脱离感知它的心灵。自然界没有美，自然界的事物只有被观赏者转化为艺术作品时才会有美。艺术的幻觉就在于赋予物质材料以它们所没有的一些特性。欣赏自然事物时，主体通过选择、组合及想象，把自己的心灵转嫁到它们之上，才使它们显得美。艺术作品或自然事物的表现力都是由艺术家或观赏者的心灵所赋予的。它的外部形式的特征是多样性的统一。还指出审美活动不涉及功利。艺术创作是由人的创造性本能所产生的审美冲动所推动的，它没有实用目的，只是为它本身的目的而进行。他后来的观点有所转变，具有形式主义倾向。如他把艺术看成一种在有意义的形式下所制成的某种东西。主要著作有《艺术与自然》（1927）、《美和其他价值形式》（1933）等。


弗莱，R.
 （Roger Eliot Fry，1866—1934）　英国美学家、艺术批评家。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就学于克利夫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英王学院。后去巴黎学习绘画。在伦敦举办过个人画展，擅长风景画，讲究构图的形式意味。是英国著名学术团体“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他的艺术评论初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为主，后期转向后印象主义绘画的研究，以该派绘画为依据，提出形式结构是艺术品最基本性质的美学理论。认为人能过双重生活，一种是现实生活，一种是想象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淘汰过程使本能反应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想象生活中，则不需要这种反应行动，人的整个意识都可以集中在他的生活经验的知觉方面和情感方面。艺术是想象的生活的表现，而不是对现实的模仿。审美感情是一种由于形式的某种关系而引起的特定的深刻的感情，审美主体对于艺术作品的反应是对于形式关系的反应，而不是对于感觉对象、人物或事件的反应。线条、色彩和明暗等组成的某种纯形式关系是一种具有永恒性的东西；这种纯形式关系排斥了有关现实生活的种种考虑、联想与行动，使欣赏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它的感受和想象。人们在艺术中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充分地认识所感受到的情感。由于这些情感无需伴随反应活动，因而获得一种新的价值。还认为自然的实在形状不能充任现成的艺术形式，艺术家着眼于自然形式的普遍方面而不囿于特殊，可以自由选择各种写实手法以适应自己的感觉。艺术家之所以不同于科学家和普通人，正是因为他们更超脱于本能生活的各种情欲，没有利害感。主要著作有《视觉与构图》（1920）、《艺术家和心理分析》（1924）、《变形》（1926）、《塞尚》（1927）等。


库克，Th. A.
 （Theodore Andrea Cook，1867—1928）　英国文艺批评家、美学家。曾在牛津的瓦德汉学院学习。1891年创立了大学剑术俱乐部。1910—1928年任The Field杂志主编。经验主义美学的拥护者。继承经验主义的美学传统，从事物的结构、形式特点寻求美的规律。在对自然模式、文艺作品中的螺旋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强调了螺旋纹和黄金分割率的关系，着重突出了这些特征与生命的密切联系，试图说明这种美正源于生命的奥妙。库克同时也是一位体育爱好者，并对剑术情有独钟。他曾是1908年奥运会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主要著作有《生命的曲线》等。


克雷
 （Edward Gorden Craig，1872—1966）　英国舞台美术家、导演。现代主义戏剧革新的先驱之一。曾为欧文剧团演员，后离去以实现他改革戏剧的理想。1905年在柏林莱辛剧院担任《威尼斯得救》的舞台设计，由此名声大振，继而周转在德国、意大利、丹麦等地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了《面具》杂志，并在佛罗伦萨办过一所戏剧学校。主张剧场艺术的统一。认为“戏剧艺术既非表演，也非剧本，也不是布景和舞蹈，但包含了组成这些的一切因素”，而完成这一统一的只能是导演。在舞台设计方面，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透视绘画布景和自然主义，高呼“不要写实主义，要风格”。他崇尚象征主义，在构想《麦克白》的布景时，其意象是岩石和云雾。前者是军人的栖身地，后者是幽灵的巢穴。最后云雾摧毁岩石，幽灵也毁掉了那些人。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哈姆雷特》的舞台设计中他使用了最为著名的条屏布景，在宫廷场景他用金纸裱在条屏上，暗示宫廷生活的奢华与虚假，而在其他场景则显示条屏粗麻布的本色，暗示哈姆雷特的质朴无华。单纯化、风格化，暗示和象征这一切为20世纪的舞台设计开辟了新的前景。主要著作有《戏剧艺术》（1905）、《论戏剧艺术》（1911）、《为新戏剧而努力》（1913）、《戏剧在前进》（1919）等。


摩尔
 （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　英国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就学于剑桥大学，后长期在该校任哲学教授，并任《心灵》（Mind）杂志编辑。曾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在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创立了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善”（good）进行分析，认为它是一种非自然属性，一种不能在时间内实际存在的“内在价值”。对善不可能加以分析和下定义，也不能通过经验给予证明或描述，只能靠直觉加以认识。“美”和“善”一样，是一种内在价值，审美价值是由美的客体、相应的情感以及对客体实在性的真实信念等组成的有机整体。美不能下定义。书中没有对美学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但为分析美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分析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维特根斯坦，成为分析美学的先驱。他关于善和美等的价值是独特的、“非自然的”性质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贝尔和弗莱等人。主要著作还有《伦理学》（1912）等。


开瑞特
 （Edgar Frederick Carritt，1876—1964）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人物之一。牛津大学教授。其美学观点深受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认为美就是情感的表现，凡是情感的表现都是美的。艺术品是艺术家情感的表现，它表现成功时可把艺术家的情感传达给欣赏者。美既不是事物的一种性质，也不是心灵的一种性质，而是人们和表现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人们对美具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没有任何关于美的科学；美部分地依存于明显的第二性的质（指不能脱离主体感官的事物特性，如颜色、温度、滋味等性质），故美纯粹是精神的和主观的。人们对美的评价只要求它在观照中赏心悦目，而判断善的事物，则需要伦理标准，与美和艺术无关，但自然美在道德上则是中立的。对于美的事物的鉴赏判断具有普遍性。开瑞特与科林伍德一起，对传播和发展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并使之成为20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个美学流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美学著作是《美的理论》（1914）。


布洛
 （Edward Bullough，1880—1934）　英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原为瑞士人，后入英国籍。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授，兼通意、德、法、俄、西班牙等多种文字，著述涉及文化、文学、美学等许多方面。美学上不满于对美作形而上学的研究，主张美学应以极为具体的言辞界定美，认为历来对美的特性和原因所作的种种归纳都难以成立，指出相信美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是美学中一切错误的根源。主张现代美学应改变传统美学只关注“美是什么”、“为什么美”等形而上问题的探讨，转而研究美感的心理原因，即观赏者的意识为何受美的影响的问题。认为被称为“现代美学之父”的费希纳的实验美学仍未摆脱传统美学的窠臼，主张建立以观赏（主要是艺术品观赏）心理效应为对象的现代心理学美学。在确定新的美学研究方向基础上，提出心理距离说。认为对象的美并无客观标准，只要主体以审美态度进行观照，就是美的；审美态度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辨认的心理因素，即对对象采取非实用主义的保持一定心理上距离的态度，那种直接的功利态度，如伦理的、经济的、理智的都消除了距离，故与审美无关。他用心理距离说来解释产生美感的心理原因，并进而引申到解释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批判。他对审美的心理距离的分析在西方影响很大，为不少美学家和美学流派所吸收。主要著作有《内容和形式》（1904）、《现代美学概念》（1907）、《单色色彩美的欣赏中的“知觉”问题》（1907）、《作为艺术的要素和美学原则的“心理距离”》（1912）、《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1919）、《实验美学的最新著作》（1921）等。


贝尔，C.
 （Clive Bell，1881—1964）　英国美学家、文艺批评家。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曾就学于剑桥大学。后与英国著名学术团体“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艺术家密切往来，成为这一团体的重要成员。他在后期印象派的影响下，主要对视觉艺术的理论进行了研究。主张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感情和理智的内容，而在于线条、颜色或体积等等艺术品内部各部分与要素构成的纯关系，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命题。由此出发，既反对“美”是艺术作品的基本性质的传统看法，认为在艺术中“丑”的事物同样能引起人的审美情感；也贬斥偏重于再现的作品，认为再现性作品不能触动我们的审美情感，感动我们的不是它们的形式，而是这些形式暗示和传达的思想和信息。为使艺术品变成“有意味的形式”，提出必须遵循“简化”原则，即在艺术作品中要砍掉那些旨在提供信息和知识的东西，因为它们与形式意味不相干；简化不仅在于去掉细节，还要把剩下的再现形式加以改造，使之具有意味；主张向原始主义艺术学习，认为在那些艺术中，“你找不到精确的再现，而只有有意味的形式”。强调了由艺术作品的形式因素所构成的关系，和艺术的超功利性、超现实性，贬低具象的再现，实际上是对后期印象主义艺术作了总结。其美学理论对现代西方美学和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代表作是《艺术》（1913），还著有《塞尚以后的绘画》（1922）、《论普鲁斯特》（1929）等。


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　英国作家、评论家。新批评派美学的主要代表。原为美国人，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1914年定居英国。1917—1919年主编《利己主义者》杂志，1923—1939年主编《标准》杂志，1925年起主持费柏出版社文学部，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两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早期曾和庞德等人一起进行意象派的诗歌创作，1922年发表名诗《荒原》，热望用宗教把人从已经腐朽的现代文明的荒原中解救出来。此诗具有意象派的技巧和结构，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影响。在文艺评论上，认为艺术与生活截然不同，作家在作品中展现的情感必须经过“消灭自己个性”的过程而成为体现宗教精神的艺术情感，这就是“非个人化”的原则。认为艺术不直接表现情感，而是为情感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对应物一经提出，就会唤起读者与之对应的情感。主张艺术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表现和媒介的运用，这不仅要排除与内容关系密切的作家的个性，而且还要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看作是用语言构成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有机体。认为文学批评的目的是解说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能力；批评家必须克服个人的偏见和癖好，努力与最大多数人协调一致，服从传统和秩序，有一个明确的伦理和神学的立场。艾略特把批评集中于作品本身，并视作品为自觉的形式结构体系，重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等思想与结构主义美学相一致，在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到作品本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20世纪西方美学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批评的功能》（1923）、《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1933）、《文学与现代世界》（1935）、《批评在批判》（1965）等。


科林伍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和史学家。表现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早年在牛津大学读哲学和历史学，1912—1941年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任研究员和教授。多年从事考古学与史学研究，是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历史的研究权威，1941年退休。哲学上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按其获得真理的不同程度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五种经验形式：艺术、宗教、科学、历史和哲学，它们分别在不同水平上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当艺术满足不了精神的需要，人们就会转向宗教。认为西方社会的某些现象已腐蚀到文明内部，像癌症一样无望，主张用艺术来挽救西方精神上的深重危机。美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说，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的情感表现，表现情感是一种创造性想象活动，强调想象与表现的同一，并把表现活动看作是语言问题。认为思维分为意识和理智两种不同的形式，它在意识形式中将感觉经验转化为想象，使之成为一种总体想象性经验，这就是审美活动和艺术。他把艺术定义为纯粹的想象，既区别于理智上的推理，又区别于被动地知觉，也与有目的技艺不同。艺术先于逻辑判断，艺术想象有主动性，并以美为指导原则。他把表现情感的艺术视为真正的艺术，把一切再现性的艺术都当作不能实符其名的艺术。贬抑艺术技巧的作用，认为追求宣传、鼓动等实际目的的“巫术艺术”和追求享乐目的的“娱乐艺术”都运用手段去达到一个实际目的，不是真正的艺术。表现主义美学经过他的宣扬而扩大了影响，被美学界称为“克罗齐科林伍德表现论”。但他的美学思想承认思维（包括理智）在想象活动中的地位，认为艺术家是预言家，意识到艺术与历史生活的联系，又不同于克罗齐。主要著作有《宗教与哲学》（1916）、《艺术哲学大纲》（1925）、《艺术原理》（1934）等。


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分析哲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出身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就学于柏林沙罗顿堡工业大学。1908年到英国，先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学，1912年入剑桥大学，在罗素指导下研究数理逻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奥地利军队服役，其间坚持研究逻辑和哲学问题。1929年回剑桥，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教授。晚年辞去教授职务，专心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奥地利被吞并后入英国籍。哲学思想在1933年前后经历了一次巨大变化，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后期的日常语言哲学。他没有写过美学专著，但从哲学立场出发对许多美学问题发表了看法。其美学思想散见于大量的笔记、谈话、讲演和著作中。与哲学思想发展相对应，其美学思想发展也经历了前期和后期两大阶段。前期美学思想属于逻辑实证主义范围，认为思想和语句是事物的逻辑图象。将能用语句说的事物与不能用语句说的事物加以区分，主张“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如“美”、“善”等都是不能用语句说的，回答这类问题是无意义的。但肯定美有统一的本质，“美是使人幸福的东西”，但无客观的标志。后期从日常语言哲学出发，主张对美与艺术的实际用途作逻辑描述，否定美有统一的本质，认为在所有的艺术类型之间没有共同的特质，只存在“家族相似”。“美”这个词只能给美学带来混乱，以往的全部美学都是建立在美有一种统一的本质这种误解之上的。当人们对某一对象评论说：“这是美的”时，不过是表现了一种情感、一种赞成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喝彩而已。除此之外，它根本没有意义。把日常语言哲学的“意义即用法”的著名口号运用于美学，指出要理解被称为审美判断的语句的意义，就必须要看这个语句是在何种文化环境中被使用。同时，审美判断具有规则，而规则的意义则是由它被应用于一些特定情境的方法所规定的。离开了使用规则的具体方法，就不可能理解规则和审美判断。还认为审美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能力，它存在着个体差异，其基础是一种精炼化了的人的感觉能力。审美能力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具有调节作用。在作审美判断时，美学应与心理学区别开来，主体的心理反应不能作为评判艺术作品的标准，对于审美对象的评判只能从对象本身出发。美感不同于快感，审美主体的特定生活方式对美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观点为分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般概念和方法，对于现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笔记》、《逻辑哲学论》（1921）、《哲学研究》（1953）、《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1966）等。


里德
 （Herbert Read，1893—1968）　又译“李德”。英国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曾就读于利兹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赴法作战，获军功十字勋章和优异服役勋章。1922—1939年任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耳伯特博物馆副馆长。1931年起，在爱丁堡、利物浦、伦敦、哈佛等大学任艺术教授，还担任过英国艺术教育协会会长和现代艺术研究所主任。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把握艺术和审美物质，认为在人类整个文化发展中，贯穿着一种恒久性的因素，即“极大的审美敏感性”。这种“审美敏感性”和其他社会的或观念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显现在从人类最早的艺术实例直至现代毕加索的作品之中。从人类历史看，艺术是人类发展的一种恒定的本质因素。认为虽然不存在测定审美特质的共同、普遍的标准，但人们由于具有共同的人性，在艺术鉴赏方面，仍有着共同的立场。还提出用“生命和形式”来界定美和艺术，认为美是“形式上的各种关系在我们的感官知觉之间的一种统一性”，而艺术则是“创造令人喜爱的形式的一种企图。”（《艺术的意义》）这种把美和艺术看成是同人的感性愉快的需求相符合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关系的看法，与形式主义美学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他并未陷入形式主义，而是从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出发，强调艺术教育的独特地位，认为缺少审美教育是国家退化的征兆，健康的社会需要和谐而有生气的感化力，艺术源于公众生活，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公众生活的有益发展服务。分析造型艺术，认为绘画中色彩的使用有三种方式：象征主义的；再现客观事物的光与色的；为色彩而色彩的。这与绘画史的进程大体相符。把现代雕塑分为构成主义和有机物的样式两种。认为构成主义雕塑的美存在于对体积的操纵与数的构成间的关系之中。其美学观点在当代西方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艺术的意义》（1949）、《现代艺术哲学》（1952）、《艺术与意识的进化》（1954）、《运用艺术进行教育》（1958）等。


瑞恰兹
 （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　英国美学家和诗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留校任教。1930年曾来中国讲学，此后长期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创立了语义学文艺批评和语义学美学。强调对美学概念进行语义分析，把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运用到美学中，认为就词而言，有的是能被经验中的事实所证实的“符号”（Symbol），如在科学中使用的语言；有的则是不能被证实的“记号”（Sign），如在艺术和美学中使用的语言。在美学和艺术中使用的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情感语言的作用主要是唤起和传达情感，如“美”、“和谐”之类的就是一种情感语言的术语，它没有确切的科学含义。瑞恰兹曾对十六种美的定义进行分析，证明我们平时的语言，特别是讨论艺术作品的语言都是不严格的、虚幻的，被讨论的事物的真正本质被这种语言掩盖了。“美”这个术语也仅仅是个“幻影”，应当抛弃。认为只有在对艺术作品的语词、句子和意义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讨论与审美判断有关的问题。把传达信息的科学陈述与表达情感的诗的陈述区别开来，并否定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固有性质，认为美只是一种主观的情感反映，探讨美和艺术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突出了艺术表现情感的特点。主张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密切联系，强调审美经验仅仅是一种经过良好组织的普通经验，审美鉴赏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一种在情感平衡中的想象状态，不存在特殊的审美价值。后期著作对前期思想有所修正，基本上停止使用前期的“冲动”、“反映”等基本概念。瑞恰兹的美学思想直接启发了分析美学、符号论美学、自然主义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等现代西方美学流派，对现代欧美文艺批评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基础》（1921，与奥格登〈Charles Ogden〉和伍德〈James Wood〉合著）、《文学批评原理》（1924）、《意义的意义》（1923，与奥格登合著）、《科学与诗歌》（1926）、《诗歌：它们的手段和目的》（1973）等。


瑞德
 （Louis Arnaud Reid，1895—1986）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英国20世纪布龙士勃里学会成员。1947—1962年任伦敦大学哲学教授，后兼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大学客座教授。提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理论。认为审美价值既不属于客观对象，也不属于审美主体，而是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从这种审美活动和价值关系出发界定和区分美和艺术，并为现代派艺术不表现“美”辩护。认为“美”不同于艺术，艺术表现的范围大于美，它可表现丑和其他不美的事物。美是人生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审美活动使人的价值得到升华的事物。艺术上的美是完美的表现，当一定的对象对于审美主体的想象而言完美地表现了意义时，对象的形式就同整体与意义融为一体，这种关系的自我完成的表现就是美。认为审美活动既有生产性的，也有静观想象性的。艺术是一种生产性的审美活动，而艺术作品则是生产性审美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具体对象。对艺术作品及其价值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指出，艺术作品与一般的审美对象相比，具有高级发展的和较为复杂的特征，它能唤起在美感上进一步满足的愿望，同时也由这种愿望所激发，在艺术创作中重视那些对他的想象力特别有价值的意义，舍去其他的价值。艺术作品是多种价值的统一体现，尤其体现了值得品味和欣赏的价值，把艺术价值归为形式价值、心理价值和哲理价值的总和。认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在各种门类的艺术中，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同，有的模仿性多些，有的表现性多些。艺术作品中的模仿只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经过改造的模仿，其目的是为了在一个客体中体现自己的审美经验。认为艺术作品的统一性在表现力中，它是表现力的完美体现，使作品组织得完美而独立自足，显出多样的统一。重视物质媒介的作用，认为使艺术作品得以实现的物质媒介和技巧能丰富人们的审美经验，在某种条件下，它们本身就能产生美感。艺术欣赏是审美活动中静观想象的方面，它产生审美经验。审美经验是一种基于审美对象的知觉经验，这使审美经验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但审美经验又必须具有想象力，这又使审美经验以主观的心理能力为条件。认为审美经验中有心理距离，在古典艺术中，距离倾向于大，在浪漫主义艺术中，距离倾向于小。其美学观点缺乏哲学的深度和稳定性，经常追随其丰富的艺术感觉，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主要著作有《美学研究》（1931）、《有创造力的伦理学》（1936）、《信仰的再发现》（1945）、《认识和经验的方式》（1960）、《哲学和教育》（1961）、《艺术真实和现实》（1964）、《艺术中的意义》（1971）等。


奥斯本
 （Harold Osborne，1905—1987）　英国美学家。英国美学学会执行委员之一。1960年参与创办《英国美学杂志》并任编辑，后任主编。1974—1980年任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他对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够兼采博取，吸收现代美学各派的长处，把分析美学对语言的重视、表现论对情感的分析、格式塔美学对有机整一性的研究、形式论对形式的审美价值的肯定等加以融合，自成一说。其核心思想是审美与艺术是一种超功利的独立自足的活动，这种活动可称为“审美的关注”。认为对象形式若对于主体感官来说是美的，在于它满足了静观的需要。这种和日常实践的感受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是审美经验中最基本的东西。审美关注的方式是领悟或观赏，为观赏而观赏，只集中在事物的审美方面，而无其他目的。认为审美对象必须具有整一性，使整体的各部分都显示出整体的某些独特的审美特征，才能吸引人以非实用的审美态度倾全心于对象。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以幻想的方式反映现实，有的具有社会、宗教价值，但这些都不是艺术品本身的属性，一件艺术作品是由美所造成的某个整体结构中的一系列感觉印象的特征化。认为艺术、审美以及整个美学虽与许多其他领域相关，但它们只是审美领悟的促进条件而不属于美学本身的课题。艺术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便具有某种生命和自身独立性。评价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不是在它外在的方面，而是在它本身。审美价值不同于其他价值，当一件艺术作品具有审美价值及其他价值时，不应将它们相混，审美价值只能是在审美观照中的自我满足。审美价值包括审美经验的享受，审美感受力的培养，以及鉴赏美的艺术作品的能力的锻炼，这是人生价值中最高的价值之一。其美学观点在当代西方有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有《美的理论》（1952）、《美学与文艺批评》（1955）、《美学与艺术理论》（1968）、《现代世界的美学》（1968）、《观赏的艺术》（1970）等。


燕卜荪
 （William Empson，1906—1984）　英国诗人、批评家，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瑞恰兹的学生。就学于英国牛津大学，1931—1934年在日本东京任教，1937—1939年在中国燕京大学及西南联大任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广播公司中国部编辑，1947—1952年重返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后回英国任桑菲尔德大学教授。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第一次系统地研究复义（ambiguity）问题。复义指同一个陈述由于其组成语词自身语义上的差别而可能具有的多义性现象。认为所有语词都是一个多重意义的整体，复义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但在文学语言中具有尤为重要的价值，它是增强作品表现力的基本手段，使语言活动方式中潜在的意义得到充分的表达。文学语言的多义性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新批评派理论深度，促进了对文本的理解。他还提出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可转化为内容因素等观点。主要著作有《复义七型》（1936）、《牧歌的几种变体》（1935）、《复杂词的结构》（1951）等。


李斯托威尔
 （William Francis Hare Listowel，1906—1997）　英国美学家。移情说美学的主要代表。在主观派美学和客观派美学之间持折衷态度，但基本上站在主观派一边。推崇里普斯和伏尔盖特的“移情”说美学。认为美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作为人类灵魂在面临事物时的一种特殊态度，美是在艺术家和艺术观众身上所发生的一种经验。美只存在于创作活动或欣赏活动的某个瞬间。在生命和无机界，就内容而言，美表现为种类上的完满性和理想的典型。认为美感经验产生纯粹的、无所不在的喜悦，没有任何冲突、不和谐或痛苦的痕迹。其特征是对于个别对象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没有利害感的、和谐的观照。强调只有在移情现象中才能抓住美感经验的真正本质。美的理想是矛盾和对抗的调和，这种调和通过“爱”来实现。受康德的影响，认为在各种审美形态中，崇高具有最主要的地位。崇高的基本特点是具有一种濒临狂欢的喜悦和把观赏者带入一种克服切身利害的感情而从沮丧和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无利害感状态，主要是一种灵魂的高尚和伟大，存在于精神上、物质上令人震撼的宏伟里面。指出悲剧性产生于崇高的形象的崩溃或覆灭。悲剧的主要特征是巨大而非凡的不幸（其极点是肉体或精神的毁灭）及显示出的人格的伟大。悲剧在观赏者身上产生的是一种快乐和痛苦交融在一起的混合的情感，其中快乐占优势。认为丑不是美的反面，它是美感经验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它所引起的是一种不安甚至痛苦的感情，与所得到的满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带有苦味的痛快。丑主要是近代精神的一种产物。丑在形式上的特点是奇特、怪异、缺陷和任性；在内容上则表现出生理上的畸形、道德上的败坏和精神上的怪癖。丑的作用不仅在于作为美的陪衬，而且可以表现人格的阴暗面。其美学理论和对西方近代美学史的研究，在西方具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近代美学史评述》（1933）等。


考德威尔
 （Christopher Caudwell，1907—1937）　英国美学家、作家。原名Christopher St. John Sprigg。为积极投身援助西班牙人民阵线反对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斗争，1936年参加国际义勇军，次年在战争中牺牲。兴趣广泛，著作丰硕，25岁以前已出版五部航空学方面的书，七部侦探小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在美学方面，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观念加以综合。认为人在劳动实践中认识现实、改变现实，从而也改变自己。人的一切活动（包括艺术和科学）都是要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个人和环境在社会劳动过程中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资产阶级美学之所以走进死胡同，是割裂了美与真、人与环境，把人孤立起来，单从人（主体）方面看美。认为艺术和科学都是人对环境的反应，包含认识的指导和本能的推动。认识与本能在人对环境的反应中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与艺术、真与美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为美就是“以社会方式认识到事物之中的情感因素表现出社会性的安排”。美是一种社会的产品。自然事物之所以包含着美，是因为自然本身也是社会的一种产品。对美的反应方式是随时代而变化的。还认为艺术家的创造具有社会性和普遍性，产生于人类的基本经验和传统。艺术家比一般人更依赖下意识，但又不同于精神病人。艺术家能够看穿人的普遍的本能的性质，能够把来自深层意识中的梦想社会化。艺术的目的就在于给予外在现实以一种来自内在心灵的情感方面的组织。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欲望的一种升华或者是一种想象性的满足。考德威尔这样一种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的思路，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从社会学领域扩展到心理学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中开了先声。主要著作有《幻想与现实》（1937）等。


贡布里希
 （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1909—2001）　英国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生于维也纳。青年时代于维也纳大学攻读美术史和古典建筑学。1936年移居英国，任伦敦大学教授，1956—1976年出任瓦尔堡研究所所长，是美术史研究方面著名的瓦尔堡学派代表人物。曾多次荣获文学或艺术奖，被伦敦、牛津、剑桥、哈佛等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是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学会或科学院的会员或院士。1972年被授予爵位。他的研究领域广涉心理学、造型艺术，音乐、电影、大众传播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美学上反对用超越个人之上的普泛的“世界精神”概念来分析艺术，认为人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与传统中，艺术和美学的研究以文化传统为基础，人类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当代新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方向的主要因素，是我们对外界作出反应的立足点。把哲学理性精神与现代心理学成果结合起来，运用图像学方法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在艺术创造与艺术史发展的规律方面颇多发现。强调艺术创造中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想象力的决定作用，提出“预成图式修正”的经典公式和“制作先于匹配”的命题。认为艺术不是起源于人的感觉世界，而是源于人的心灵和对世界的反应；绘画是用传统为人们早已准备好的现成的视觉符号即“预成图式”来抓住不断流变的经验，是艺术家在包括观念和心理定向的“预成图式”指导下重新构成的幻象。同时艺术家按预成图式“制作”的对象的幻象，通过不断修正与实际对象“匹配”和近似。在这一过程中，想象力的作用远远大于眼睛的作用。自然界中小小碎片在画面上之所以包含着无限，是心灵在起作用。伟大的艺术不在于同感官对应，而在于引导心灵去思索更深的问题。他将图像学与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认为艺术家在作品中展示出来的是文化传统的前后关系中所描述的结构，解释画面应从研究世俗开始，先确立作品所属的类型，再进一步从文化史的大背景确定作品整体形象的准确意义。其艺术美学和艺术史观在当代西方深受重视，影响很大。主要著作有《艺术发展史话》（1950）、《视觉艺术的意义》（1955）、《艺术与幻觉》（1960）、《规范与形式》（1966）、《象征的形象》（1972）、《秩序感》（1978）、《形象和观察》（1983）等。


林格伦
 （Ernest Lindgren，1910—1973）　英国电影艺术理论家。曾任英国国家电影馆（今英国国家电影电视档案馆）第一任馆长。从电影创作分工、拍摄流程、技术要素、艺术表现和批评鉴赏各个方面对电影艺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强调电影是使用自然主义而非程式化的媒介，它对客观现实进行直接再现而不是间接表现。从电影的媒介特性出发，肯定电影具有娱乐、宣传教化和表现艺术家独特人生体验及创作理念的功能。电影作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蒙太奇，电影在技巧上的发展实质就是蒙太奇的发展。认为蒙太奇作为表现客观世界的方法，揭示了人在环境中随注意力的转移而依次接触视像的内心过程。电影运用蒙太奇不仅能够真实地记录物象和重现运动，而且能够准确地再现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对视像和观看方式的双重再现，保证了电影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无可比拟的逼真生动。提出“行动主题”的概念，即电影的运动特性和连贯性。认为电影用运动的画面叙述故事，展现情节，具体体现为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行动。当导演在蒙太奇提供的广阔空间中自由选择不同的画面进行组合时，必须考虑它们在时间、空间、情节逻辑上的连贯性。同时，连贯性使导演能够引导观众的注意力从故事的一个点转向另一个点。因此，连贯性不仅是拍摄或剪接的要求，而且是由剧本决定了的影片结构的一个完整部分，贯穿于电影的各个要素之中。认为电影中的画面和声音就像音乐中的二重奏，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为完整的电影结构服务。其中，两者的重要性是不同的，画面部分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声音部分用以补充、完善和丰富画面。主张电影评论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个是感性的感受活动，一个是理性的分析活动，两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感受是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分析明确和丰富感受。在对电影进行鉴赏和评论时，既要关注它的结构技巧，也要将电影与它所反映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评价。主要著作有《论电影艺术》（1963）、《国家电影馆作品集》（1945）。


艾耶尔
 （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　英国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之一。曾任牛津大学基督学院、沃尔夫森学院研究员和逻辑学教授、伦敦大学哲学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信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强调尊重事实和经验，从经验主义出发，把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和对科学内容的经验证实结合在一起，主张把哲学变成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在美学方面，深受英国瑞恰兹影响，直接从瑞恰兹关于情感语言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美学和伦理学等价值判断只是一种情感表现，对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只能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加以研究。这些价值判断无所谓真假，也没有客观有效性。指出：美学的词语与伦理学的完全一样。像“美的”、“丑的”便与伦理学的词汇中一样，并非对事实的陈述，而只是表现某种感情和引起某种反应而已。美学批评的目的并非给予知识而是交流感情。艾耶尔的观点对分析美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分析美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直接影响了莫里斯·韦兹等人。主要著作有《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知识问题》（1956）等。


库克，D.
 （Deryck Cooke，1919—1976）　英国音乐理论家。早年曾学习钢琴，后入剑桥塞尔文学院学习音乐。主要研究领域是19世纪的西方音乐，尤其侧重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戴留斯的研究，以及音乐语义学的探索。认为“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语言”，音乐的内容是一种“情感的内容”，音乐家正是通过音乐这种特殊语言来述说自己的人生体验。但是音乐所表达的不是日常一般的情感，而是存在于人类深层意识中的普遍情感。他以1600年至20世纪的调性音乐作品为例证，探讨了“音乐究竟如何表达情感”。认为调性音张力由音高、时间、音量三个维度合成，它们在音色和织体的渲染、润色和修饰下，将构成音乐全部表情因素和手段。表情性质的对象不是个别的音，而是一种旋律音型，库克将其称为“音乐词汇中的基本术语”，他共归纳出调性音乐中最常见的16种旋律音型，试图“为绝大多数音乐词汇的综合性分类打下基础”。库克的理论建立在大量的具体音乐实例分析之上，对西方传统情感论音乐观从音乐形式的实证层面给予了有益的尝试和补充，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囿于西方的调性音乐时期，其理论的普遍性和可靠性也因此受到学界的质疑和批评。理论专著有《音乐语言》（1959）等。


威廉斯
 （Ramond Williams，1921—1988）　英国文化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早年就学于剑桥三一学院，1957年创办《新左派评论》，1961年起任剑桥基督学院研究员，1962—1970年间任《新思想文库》总编辑，1974年被聘为剑桥大学戏剧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特别重视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人的创造行为贯穿于从精神到物质的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完整方式中，即“文化”中，他由此创立“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最能表现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能力的文化方式，它同时为自我创造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具体实践方式，具有最终的社会性和交流性，作为“基础”参与了对社会关系的创造，为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提供途径。主要著作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传播》（1962）、《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9）、《写作和社会》（1984）等。


布鲁克
 （Peter Brook，1925—）　英国戏剧、电影导演。曾就读于牛津大学。1947—1950年担任伦敦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院长。1962—1970年间担任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总监。1970年到法国成立国际剧场研究中心，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戏剧流派与理论的研究。受法国阿尔托和德国布莱希特理论的影响，曾导演《马拉·塞得》，在当时戏剧界引起很大震动。在戏剧思想与理论上，把戏剧分为四种类型：僵化的戏剧（即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精神的戏剧）、神圣的戏剧（即阿尔托主张的仪式戏剧）、粗俗的戏剧（带有自由狂欢的民间性特点）和直觉的戏剧（没有终极形态的理想戏剧）。提出观众与演员进行直接交流的“大众戏剧”理论。提出：戏剧=Rra.（即Repetition（重复），representation（再现、演出），assistance（观众参与））。尤其强调戏剧艺术的最后一个创作过程是由观众来完成的。认为戏剧与别的艺术唯一不同的是，它没有永久性。戏剧永远是一种自我摧毁的艺术，戏剧的每一次演出都应该是重新创造、重新探索。真理永远在运动之中。主要著作有《空的空间》（1968）、《流动的点》（1987）、《这里没有秘密》（1993）、《时间的线流》（1998）等。


鲍曼
 （Zygmunt Bauman，1925—）　英国社会学家。生于波兰。先后在波兰华沙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讲授社会学，现为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鲍曼研究的核心问题。他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文明”，认为现代性的目标是寻求或保护美丽，保持清洁，遵守秩序。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自始至终都与现代性共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认为社会状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进步。后现代性是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观察问题的视角。现代性往往同确定性、普遍性、同质性、单一性和透明性联系在一起，而后现代性则往往同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异质性、多样性和模糊性联系在一起。提出文化就是实践，就是社群或人类处理体验或构造现实的方式。文化既营造了社会环境，又影响了这一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认为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改变了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的垄断，美学的判断也无法回避经济价值的左右。主要著作有《解释学和社会科学》（1978）、《自由》（1988）、《后现代性及其不满》（1997）等。


洛奇
 （David Lodge，1935—）　英国小说家、批评家。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博士，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以文学贡献获得不列颠帝国勋章和法国文艺骑士勋章。1960年起执教于伯明翰大学。对后现代小说理论深有研究。在《巴赫金之后》一书中，借用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分析小说文体的独特性，认为小说和其他经典文学样式相比，具有更明显的对话性特征。对小说与意识的独特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2002年出版的《意识与小说》（Consciousness and the Novel）一书通过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学形式分析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对意识的争论，探讨意识危机对小说的意味、小说与意识的特殊关系、小说如何反映意识等一系列问题，对英国小说批评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77年发表的《现代写作模式》（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中运用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理论阐释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原则，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为从现代到后现代，有一条小说风格的衰变轨迹，这就是从象征隐喻的严肃释义，走向玩世不恭的戏谑反讽，该书集中体现了他对后现代写作模式的思考和应用。指出，“文学不是能偶然生成的文体，也不是我们能自发地决定用某种方式去阅读的文本”，根深蒂固的惯例会操纵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同时文本的历史境域也可能会抵制对美学惯例的自由选择。


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1943—）　英国文论家、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后任英国牛津大学瓦德姆学院英语研究员和讲师，1983年曾来华访问。美学和文学理论上认为文学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现象，其中掺杂着矛盾冲突的世界观，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作像照镜子和照相那样被动、机械的关系，是不确切的。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相应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单从文学作品中寻求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认为形式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形式的变化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变化。认为列宁提出的文学创作必须具有公开的阶级性的原则只适用于“党的理论著作”，而不适用于全部文学创作。政治倾向是否正确，不应当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础。激烈批评斯大林的文学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口号是错误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1976）、《文学原理引论》（1983）、《美学意识形态》（1990）等。

法国


斯卡里格
 （Julius Caesar Scaliger，1485—1558）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和古典学者。原籍意大利。1525年前往法国，1528年加入法国籍。著有《诗学》，以很大篇幅传播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学说。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过于浮泛，而“净化”则又过于褊狭，因为前者并非戏剧所独有，而后者又仅是部分悲剧所具有；否定和声和歌曲是戏剧的要素，把表演尊之为戏剧唯一的要素。重视戏剧的道德品质教育作用，认为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情节、事件应为这一目的服务。他把语言分为哲学的、演讲的、叙述的三种。认为模仿不是诗的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中介，诗的目的在于寓教于乐。诗在某种程度上描写的完全是另一种自然，以及各式各样的命运，诗人实际上是创造者，是“第二神明”。其艺术观具有文艺复兴古典精神和创造精神，坚持对诗的一种善美并举的审美态度，给后代的诗学和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龙萨
 （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　法国诗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曾随从出使，游历过多个国家，后因大病成聋，决心写诗。1547年组织“七星诗社”。1550年发表《颂歌集》（Odes）四卷，名震一时。1574年所写组诗《致埃莱娜十四行诗》（Sonnets pour Hélene）被认为是他四部情诗中的最佳作品。其诗讲究技巧、音律，反对禁欲主义，热爱现实生活，但情调常忧郁低沉，曾在欧洲宫廷中传诵一时。以他为首的“七星诗社”是法国第一个有组织的诗歌流派，“七星诗社”的宣言《捍卫与弘扬法兰西语》，主张从古代和民间的语言吸取养料，为法兰西语言的丰富和纯洁、使法语摆脱中世纪的贫乏状态作出贡献。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要创造法兰西自己的史诗和能与希腊罗马文学媲美的民族文学，在诗歌风格上提倡自然朴实，反对矫揉造作，要求韵律和谐响亮而富于变化，为后来新古典主义美学的语言问题奠定了基础。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　亦译“蒙台涅”。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文学家、哲学家，人文主义者。出身于波尔多市有贵族称号的商人家庭。1581—1585年任波尔多市市长。后隐退，专事著述。散文作品中，以怀疑主义作武器揭露迷信、偏见、巫术、杀戮、迫害等，描写理想生活。认为人的理想生活是自然的生活，它未经智慧改造，未经法制侵蚀，看来是野蛮的，其实是“自然人”的理想社会。这种社会没有政治家，没有奴隶，没有贫富区别，没有财产继承，这种社会思想包含批判社会不平等的因素，表达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其散文对17、18世纪法国的一些先进思想家、文学家与戏剧家影响颇大。主要著作有《散文集》（1580）。


笛卡儿
 （René Descartes，1596—1650）　法国哲学家。出身贵族。曾在耶稣教会学校钻研古代典籍和教会哲学，并潜心研究数学。1617年参加荷兰雇佣军，1619年参加巴伐利亚军。退役后决心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体系。1629年定居荷兰，1649年接受瑞典王后的邀请赴瑞典讲学，卒于该地。主张“系统的怀疑”，提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是两个独立并存的“有限实体”的二元论。试图论证“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原因。主张唯理论，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而理性是天赋的，是一切认识的根源，一切都要凭理性去判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以证明存在的唯一可靠标准是思维意识。在文艺上，认为文艺完全是理智的产物，忽视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把想象力仅看作是理性的女仆。认为“真”是永恒不变的，万物之美在于“真”，它存在于条理、秩序、统一、均衡、对称、明晰、简洁之中，人凭理性才能认识。在《论音乐》中，用数学来说明音乐美，认为声音的美源于各种音程和节拍的比例关系，刺激与反应相吻合，使人体保持平衡和比例才能使人愉快。主张在审美感受中避免各种极端，如雷声的轰鸣或太阳的烈焰。在给梅尔逊（Marin Mersenne，1588—1648）神父讨论美的定义的信中，提出了与理性主义不相符合的观点，认为审美爱好常常依赖于“偶然的联想”，使某人欢跃舞蹈的东西，会使另一些人痛苦哭泣。后又提出“许多真正重要的见解存在于诗人的作品中，而不是存在于哲学家的著作中”。诗人的作品中存在着比哲学家更加伟大的点燃人们智慧之火花的能力。对一些美学问题的具体论述不够协调，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美学体系。但作为其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美学方法论，对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文艺实践和理论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音乐》（1618）、《论方法》（1637）、《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论心灵的各种感情》（1649）等。


高乃依
 （Pierre Corneille，1606—1684）　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出身于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习法律，1628年起在卢昂当律师。1629年开始创作，初期写喜剧，后改写悲剧。一生创作三十多个剧本。代表作《熙德》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曾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引起巨大反响。《熙德》受到保守派攻击后，他先后发表了《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论悲剧以及根据必然律与或然律处理悲剧的方法》、《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等文，系统阐述了古典主义悲剧的美学原则。主张艺术应比现实更美，表现出美的光辉。认为悲剧应通过娱乐达到“惩恶扬善”的道德教育目的，通过剧情显示善恶是非的界限，激起对善的同情，对恶的痛恨，对美的向往。试图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纳入到当时的唯理论框架中，认为悲剧净化的实质在于：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并教导我们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从而避免精神上的冲突。主张悲剧要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特点，写出人性中的善战胜恶。悲剧的基本特征是表现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欲，并表现出心灵中情欲的冲动与天职的法则或良知的要求形成对立的题材。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按剧中人物地位的高低来划分悲剧和喜剧，认为悲剧和喜剧的区别在于行为本身的高尚和卑下，喜剧亦可讽刺身份最高的国王。他的悲剧理论反对拘泥于古人的规则，根据时代和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三一律，主张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和今天的成功方法灵活运用。


圣·艾弗诺蒙
 （Saint-Evremend，1610—1703）　法国文艺批评家、散文家。哲学家伽桑狄的弟子。出身贵族。早年从军，后旅居英国。政治上倾向保皇。哲学上接受伽桑狄的思想，提倡尊重现实，追随时代的文艺观，在当时的“古今之争”中站在“今派”一边，和布瓦洛的古典主义批评理论相对抗。强调用时代变化、文艺发展的观点来衡量文艺作品。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文艺也应有所变化，创作应适应“神、自然、政治、人情风俗”的变化。批判古典主义墨守古代法则，“想永远用一套老规矩来衡量新作品”的观点，认为没有多少规则含有永恒的理性的性质，指出：“荷马的诗永远会是杰作，但不能永远是模范”（《论对古代作家的模仿》），号召诗人“把脚移到一个新的制度上去站着”。强调悲剧应该注重于表现现实社会的人本身，表现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性和性格。悲剧的首要目标在于“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现代悲剧应该加上一点人类的善良的爱情，以抵消古代悲剧中恐惧、怜悯甚至残忍的成分。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和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但仍然保留着宗教神学的残余。在当时崇古之风极盛的情况下，表现出了一般新古典主义者所缺乏的历史发展观点和革新精神，隐约预示了启蒙运动的到来。主要著作有《论古代和现代悲剧》（1672）、《论对古代作家的模仿》（1678）等。


莫里哀
 （Molière，1622—1673）　原名约翰·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 Baptiste Poquelin）。法国喜剧作家和理论家，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创始人。一生从事戏剧工作，曾参加流浪喜剧团，走遍法国各地，目睹了社会风俗世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并成为该剧团的领导者。返回巴黎后一直从事创作活动。他的喜剧观点散见于《伪君子》序言、《〈太太学堂〉的批评》等。强调喜剧的现实性、真实性和社会功能。认为喜剧是“一面公众的镜子”，其中可照出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一般”的而非个别的过失和毛病。喜剧的生命和讽刺力量在于真实地反映现实。喜剧创作之困难在于凭想象以追求奇异而又不违反真实。喜剧的主要特点是笑，它内含着真假、美丑、善恶的冲突，发人深省，使人从中悟出某种道理，“纠正人的恶习”，具有社会制裁力。主张戏剧批评不以规矩、法则、成见，而以“常识”、理性和对群众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为标准。评论戏剧不应抱有盲目的成见、假意的奉承和好笑的苛求。莫里哀属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其喜剧理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一生共写成喜剧三十七部，主要有《太太学堂》、《伪君子》和《吝啬鬼》等。


帕斯卡
 （Blaise Pascal，1623—1662）　亦译“巴斯噶”。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自幼受父亲的直接教育，青少年时已显露出数学方面的才华。提出一些数学的定理，对数论和概率论也作出一定的贡献。认为几何学方法是最可靠的，人们的智力是有限的，因此人们只有运用几何学方法才能获得最确切的知识。晚年转向神学，认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都不可靠，只有信仰最可靠，它高于一切。强调“微妙的精神”（直觉）优于“几何的精神”（演绎），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洞察宇宙的真谛。认为上帝向试探者隐蔽起来，向追求者显示出来，只能用直觉和意志的打赌方法解决，理性是无用的。主要著作有《几何学精神》（1657—1658）、《致外省人书》（1656—1657）、《思想录》、《为基督教辩解》等。其中《致外省人书》和《思想录》对法国散文的发展影响甚大。


布瓦洛
 （Nicolas Boileau Despréaux，1636—1711）　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曾先后就学于巴黎大学神学系和法律系，获律师职位。爱好文学，终生从事戏剧研究和诗歌创作，因代表作《诗的艺术》受到路易十四的肯定，被任命为王室史官，并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他以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明确规定“理性”是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提出一切文章永远只能凭理性获得光芒。天生事物总是符合常情常理、合乎理性的，总是永恒的、普遍的、自然的、真实的。作家“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不要为了神奇而背理，不要离开常理去寻找文思。主张文学艺术模仿自然，即模仿天生事物的常情常理，特别是与生俱来的自然人性，反对模仿自然风景和感性现实世界。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体现了普遍理性与自然人性，提倡向古人学习，采用古人用过的题材和方法。在文艺创作方面，主张人物性格定型化和类型化；强调完整、秩序、整齐、划一的法则；轻视民间的粗俗作风，讲究雅致的形式，提倡高贵、典雅的风格，使文艺为宫廷服务。其美学规则，尤其是戏剧体裁中著名的“三一律”，被古典主义奉为经典。其诗学对古典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重大影响，成为18世纪法国及欧洲各国古典主义者的依据。其美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由理性出发，主张文学艺术描写普遍永恒的人性，强调过于绝对化的戒律严重地束缚了作家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中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分，如主张作家应研究社会、作品的结构必须严谨、语言应该精炼等。著作还有《朗吉弩斯〈论崇高〉读后感》、《给贝洛勒的信》等。


拉辛
 （Jean Baptiste Racine，1639—1699）　法国剧作家。生于一官吏家庭。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史官、侍臣。1664—1677年间写出悲剧《戴巴依特》、《亚历山大大帝》、《安德洛玛克》、《勃里塔尼库斯》和《费德尔》等。1673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费德尔》因内容涉及乱伦的爱情，演出后遭到宫廷贵族的攻击。后停止写作多年。1689年写了以《圣经》为题材的剧本《以斯帖》，1691年完成最后一部悲剧《阿达利》。作品多借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传说，暴露宫廷贵族的荒淫和残暴。他善于刻画贵族妇女形象，着重心理分析，运用古典主义创作法则而又不受其拘束，其悲剧深刻而富有诗意，是法国古典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与高乃依、莫里哀合称为17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


杜博斯
 （Jean Baptiste Dubos，1670—1742）　法国美学家、文艺批评家。认为在对绘画和诗歌等的评判中，有教养的公众比职业艺术家更准确。强调诗歌也是一种美的艺术。明确将艺术与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有赖于天才，后者有赖于知识的累积。对古典主义关于艺术模仿自然的传统学说重新进行了审理，认为艺术是通过模仿创造形象，以提供给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理想的和虚构的世界，从而激起人的热情和情感，唤醒人的想象。主要著作有《诗画杂感》（又译《诗与画的批判性思考》）。


孟德斯鸠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　法国启蒙思想家。原名“查理·路易·德·塞孔达”。波尔多大学毕业。1716年继承伯父波尔多高等法院副院长职位和“孟德斯鸠”男爵封号。1728年开始到奥地利、匈牙利、德国、荷兰、英国等地作长途学术考察。同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1731年回国，专事著述。主张自然神论。提出三权分立说，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说。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自然与艺术中的趣味》（又译《论趣味》）中。认为“趣味就是快乐的标准”，“是一种能够精细地和迅速地发现每一事物应该给予人们快乐的尺度的能力”。分析了审美快乐产生的心理根源和条件如秩序、多样性和对称等。反对古典主义的审美趣味，强调艺术对人性的启蒙作用，强调自由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主张艺术应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应以培养人的精神本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为目的。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1721）、《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论法的精神》（1748）等。


伏尔泰
 （Voltaire，1694—1778）　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cois Marie Arouet）。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启蒙运动领袖。青年时期因写诗讽刺宫廷，被放逐并两次监禁于巴士底狱。1734年发表《哲学通讯》宣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当局下令缉捕。后离开巴黎隐居多年，从事写作。1758年迁居瑞士与法国的边界城市费恩堡。1778年返回巴黎。政治上坚持反对封建专制独裁与教会势力，主张开明君主制。哲学上与中世纪经院哲学作斗争，主张二元论和自然神论。文艺思想上，将启蒙主义立场与捍卫古典主义美学理想相结合，力图用古典主义形式表现启蒙主义思想。认为美的观念取决于国家、种族和地理条件，具有相对性。把美分为相对美和绝对美。认为前者只打动感官、想象，后者诉诸人的心灵。对美、优雅、审美趣味、机智、想象、天才等美学范畴作了论述，并对柏拉图、苏格拉底的传统观点予以批判性的评述。认为优雅是美与完善的必不可少的品质之一，它使喜剧性、崇高具有严肃、天真、轻巧和单纯的色彩。审美趣味是辨别美与丑的能力，天才则是一种创新的能力。当天才和审美趣味相结合时，才能造成艺术家的典范。鄙薄反映市民生活的戏剧，在承认莎士比亚具有睿智而丰富的天才的同时，责备他缺乏好的审美趣味，把他贬为“怪物”、“乡村小丑”、“野蛮人”，还指责莫里哀“过于粗野”。认为在理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艺术和科学都很发达的社会中，审美趣味才能达到高度完善的程度。推崇古典主义原则，但反对盲目模仿这些法则。批评当时评论家教条化、学究式的研究，反对把古典主义看成永恒不变的法则。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具体探讨文艺现象，从各民族的史诗和语言风格、时代风尚，探寻史诗的共同法则和鉴赏标准。西方批评史家认为这一观点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先驱。强调艺术的教育作用，认为艺术要通过美劝人从善，宣传真理，真正的悲剧应是培养美德的学校。主要著作有《论史诗》（1733）、《哲学通讯》（1734）、《哲学辞典》（1764）等。


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启蒙运动领袖之一。14岁开始流浪谋生，当过学徒、仆人和家庭教师等。1750年响应第戎学院的征文，发表《论科学和艺术》，获奖成名。与狄德罗、达兰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等共同编辑《百科全书》，主编《百科全书》中音乐方面的条目。不满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激进思想，被教会宣布为上帝的敌人，逃亡至瑞士。主张“返归自然”、“天赋人权”，认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享有自由、平等、生存以及追求幸福与财产的权利，私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因此要根除罪恶，只有返归自然，以太古时代为镜子，恢复人的自然天性。他的小说《新爱洛绮丝》、《爱弥尔》都贯穿了这一思想。他从“返归自然”的观点出发，把科学、艺术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人的感情和大自然紧密相连，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会使人失去自然天性，灵魂腐蚀，趣味低劣。谴责古代神话和雅典文艺是道德堕落的产物，坚持美、善的统一。认为艺术仅是一种供消遣的娱乐，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它对于时光宝贵、生命有限的人是一种罪恶。认为人的审美趣味虽是天赋的，却并非人人相等，其高雅或低俗程度取决于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主张通过研究诗歌、涉猎书籍培养审美趣味。卢梭对启蒙运动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揭示了它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即启蒙运动既把培养崇高的审美趣味视为达到新的道德修养和审美修养的途径，把审美趣味的发展和启蒙教育、艺术和道德的发展相联系，又否定依靠艺术可以改变民族风尚、培养人民的精神道德的信念。主要著作还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社会契约论》（1762）、《音乐辞典》（1767）等。


巴托
 （Charles Batteux，1713—1780）　法国美学家，艺术哲学的奠基人。曾在兰斯学习神学。后去Lisieux和Xbwawe学院担任教职，后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希腊罗马哲学首席教职。1746年出版了《归结为一个统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绘画、雕塑、音乐、诗歌和舞蹈为核心的“美的艺术”的概念。对艺术作了明确的划分，将以愉快为目的的“美的艺术”与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分开，认为前者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后者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在这两者之间，还有着第三类，即雄辩术与建筑，它们是愉悦与实用的结合。认为“模仿美的自然”是所有艺术的共同原则，戏剧是所有艺术的综合形态。他对艺术种类的这一区分，后被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修改后运用到《百科全书》的学科框架之中，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巴托的观点对艺术分类及其艺术自身性质和特征的把握具有深远的影响。


狄德罗
 （Denis Diderot，1713—1784）　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领袖之一。曾在故乡和巴黎的天主教会学校学神学。后改学法律。20岁起在巴黎靠卖文为生。广泛阅读自由思想家的作品，结识法国许多文人和启蒙思想家。1746年写成反宗教著作《哲学思想录》，书被焚毁。1749年以彻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发表《盲人书简》，被捕入狱。出狱后以极大热情致力于组织编纂《百科全书》，并于1772年将全书共三十七卷出齐。该书对封建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及贵族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宣传政治平等、思想自由，为新兴资产阶级制造舆论。自然观上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但在社会观上，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以往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由谬误的观念所造成，虔诚地相信“理性”，寄希望于“开明君主”。认为哲学家的理性一旦与君主的权力相结合，便可迅速改变社会面貌。美学上，以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作了尖锐批判。论述美的本质，认为一切美都是体现了一定关系的“相对美”，提出“美在关系”说。把美分为“外在于我的美”与“关系到我的美”，前者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后者则因人而异，由客观关系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要求美感不能只停留在认识的感性阶段，而要上升到理性阶段，在审美活动中，思维要对事物进行各种关系的考察，从而作出审美判断。在美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真善美统一论，其“真”、“善”的具体内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想。在文艺领域，建立了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批判贵族阶级的艺术趣味、反对“纯艺术”、形式主义的艺术。在戏剧方面，坚持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领导了戏剧改革，提出创立新剧种即严肃戏剧的主张，要求戏剧不用典雅的诗句，不以“英雄”的丰功伟业为题材，而用日常口号描写“市民”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把戏剧由古典型、封建性转移到话剧型、市民性上，推动了戏剧艺术的发展。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和再现，自然是一切艺术的源泉，号召画家不以古人、而以自然为师。从人性论出发，强调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号召用文艺进行社会革命。其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到20世纪才逐渐受到广泛重视。主要著作有《论美》（即《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质的哲学探讨》，1750）、《论戏剧艺术》（1758）、《论画》（1795）等。


斯达尔夫人
 （Germaine de Staё
 l，1766—1817）　原名安尼·路易丝·日尔曼妮·奈凯尔（Anne Louise Germaine Necker）。法国女作家、评论家。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早年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崇拜卢梭。后因反对拿破仑执政而流亡德国。在文学上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在理论批评上，吸取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唯情说和孟德斯鸠所代表的社会学地理学派的学说。主要论著《论文学》着重阐述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原则，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反对古典主义者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文学，认识到古代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存在着不同的美学与诗学标准。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认为浪漫主义文学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反映了本国的历史和宗教，比以往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的文艺观点。其自然环境决定一切、人只能把理想和希望寄托于宗教的文学主张，含有明显的宗教神学、人性论、机械论的色彩，对后来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文艺社会学派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


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　法国作家。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出身贵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参加保皇军，受伤后流亡伦敦。波旁王朝复辟时任外交使节和外交大臣。提出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反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发表于1801年的《基督教的真谛》（又译《基督教精神》）中。其中第二、三两部分论述有关文艺和美学方面的问题。主张文艺逃避现实，着重描写心灵活动。宣传文艺是少数天才人物的特权的思想。指出“有两种理想的美：理想的精神的美和理想的物体的美。两者都是社会的产物”。强调理想的美是真实与虚构的美妙的结合，通过对自然事物的选择可找出比现成事物更能产生美的效果的更完美的形式。把理想美定义为“挑选和隐藏的艺术”。认为这个定义既适用于理想的精神美，也适用于理想的物体美。认为一个社会的道德如果最先取得充分的发展，应该最早达到理想的精神美的境地，即达到理想的性格的美的境地。其美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强调理想美的形成必须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观点，含有合理的因素。


安格尔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　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早年曾习音乐，后从事绘画。代表保守的学院派，与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画派相对立，形成尖锐的学派斗争。他对艺术和美学的基本学说和思想主要集中在其日记形式的《安格尔笔记》中。认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发明，而是如我们许多必做的事那样，以艺术大师们为榜样，继续运用客观自然不断向我们提供的无数形象，诚心诚意地去再现它，赋予它以纯洁而恰当的品格，使形象臻于完美。”又说：“雕塑是一种庄严、肃穆的艺术。所以古代人把它放到庙里去祭供。”反对浪漫主义，追求直率而纯洁的原始风格，把宗教画当作心爱的体裁，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感兴趣，他认为使艺术健全的道路在于通过希腊人和拉斐尔去研究自然，注重细节的刻画，务求线条干净和造型平整，强调纯洁而淡漠的美。


司汤达
 （Stendhal，1783—1842）　亦译“斯丹达尔”。法国作家。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原名马利亨利·贝尔（Marie Henri Beyle）。生于律师家庭。受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向往法国大革命。曾在拿破仑军队服役。波旁王朝复辟后，侨居意大利。后因同情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压迫者的斗争，被迫回国。1823—1825年发表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反对古典主义美学，提出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原则。他把拉辛和莎士比亚分别作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戏剧创作要发展，应该走莎士比亚的道路，应该学习他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研究，为同时代的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戏剧。认为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在喜剧问题上，认为尽管莫里哀是伟大的喜剧作家，但是他的剧作中含有太多的讽刺，作为喜剧，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让人们欢笑和娱乐，否则就会失去喜剧的最显著的特征，成了讽刺剧或悲喜剧。对当时审查制度进行了嘲讽，形象地比喻说，政治观点在文学中产生的效果，无异是在音乐会演奏当中突然打出一响手枪。他还反对在文学中制造权威，对当时维护古典主义刻板规则的法兰西学士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司汤达的思想对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还写有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亦称《红与白》）以及《海顿、莫扎特和麦塔斯塔西奥的生平》、《罗西尼传》等。


库辛
 （Victor Cousin，1792—1867）　法国哲学家、美学家。巴黎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校长。曾两度赴德，与黑格尔和谢林结识。支持君主立宪，获法国贵族称号。1832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成员。1840年法国王政复辟时期任教育大臣。哲学上自称为“折中主义”。断言全部哲学真理已被穷尽，哲学的任务只在于通过折中主义的途径汲取以往哲学的真理。试图把洛克的经验论、苏格兰学派的“常识哲学”与谢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调和在一起，并力图把哲学和美学溶化在宗教之中。在《论美》一书中认为，美的领域比物质世界更广阔，“美的领域也就是整个自然的、心灵的、人的才能所及的领域”；美的判断是一种绝对的判断，与感觉完全不同；美感是一种特别的情操，与欲念不同甚至互相排斥，“美的特点并非刺激欲望或把它点燃起来，而是使它纯洁化、高尚化”；物质美是心灵美的符号，是智性美和道德美的外壳；在真实美之上还有理想美，真正的绝对的理想是上帝本身，“上帝是美的根源”。主要著作另有《哲学断片》、《论真、善、美》（1818）等。


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1814—1816年就学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1817—1824年任圣西门秘书，并接受其思想，把圣西门的初步的、不成熟的实证主义思想系统化。后因意见分歧而分手。1826年起自设讲座，传播实证主义，自命为一种新哲学。1831年起受聘回母校任教。1848年创建实证哲学协会。晚年曾致力于创建实证宗教“人道教”。通过对人类心智发展的历史研究建立了其思想体系。认为人类（和个人）心智（思想、知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三个阶段，这是一条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规律，无论整个人类心智还是每个个人心智或每门科学的发展都如此；与此三阶段相应，人类社会发展也经历了军事、法权、工业三个阶段。三阶段说旨在论证实证主义学说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顶峰。称社会学是人所发展的最后也是最复杂、最重要的一门科学，认为其理论已将社会学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从而使社会学进入实证亦即科学的阶段。被看作社会学的创始人。美学方面，奠定了实证主义美学的基础。认为艺术在实证时代将得到大的发展，实证时代将是艺术丰收的时代。他的思想影响了圣伯夫等实证主义美学家和批评家，开启了19世纪法国的美学思潮。晚年将实证主义变为宗教信条，试图以崇奉人道、人类之爱的人道教取代传统基督教。19世纪中叶起其实证主义学说在欧洲广为传播。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共6卷，1830—1842）、《实证政治体系》（共4卷，1851—1854）、《实证教义问答》（1852）等。


德拉克洛瓦
 （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　法国画家。早年受鲁本斯和友人波宁顿的影响。后在籍里柯启发下，坚持浪漫主义，与法国官方学院派的古典主义相抗衡，由于他在艺术上的革新成就，加强了浪漫主义画派的地位和影响。青年时代所作的油画，如《希阿岛的屠杀》、《屹立在米索伦基废墟上的希腊》等作品，反映了他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代表作《自由领导人民》（又名《1830年7月27日》），以象征和现实形象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王权复辟的斗争。他的画风特点是构图重气势，色彩绚烂，强调对比关系，重视人物情感和动势的描绘。著名油画作品尚有《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里》、《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阿尔及尔妇女》、《狩猎狮子》等。并在巴黎卢森堡宫和波旁宫作有两组壁画。兼擅石版画。他的《日记》，多记述其艺术生活和创作心得。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一些论述充分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绘画的艺术主张。认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想象力是首要的也是超于一切的必要条件。他对想象力的理解和追求，是把内心和现实融为一体，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表现他的情感世界。在他的画中，狂热的想象力和对绘画技巧的创造性的运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敢于走极端。没有冒险，甚至没有极大的冒险，就不会有美。”他是第一个提出色彩问题的人，努力探求色彩在光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对色彩的科学规律有较深的研究。


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　法国作家。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学过法律，曾在公证人事务所工作。早期作品有浪漫主义色彩。1829年完成历史小说《舒昂党人》。后转向现实题材。发表《高利贷者》、《驴皮记》、《夏培上校》、《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小说，揭露金钱关系如何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活动的动力，着重探究不同类型的人性。1834年计划创作一整套社会长篇小说（包括已发表的），反映革命后法国社会的生活，定名《人间喜剧》，后按计划陆续写出许多作品。其文艺思想反映在他的文论、作品序跋以及书信中。认为文学要反映生活，创作应从现实中汲取。作家应从现实中去挖掘现实背后复杂而又自然的东西。他注重通过“典型化”寻求文学真实的准确性。“艺术家的使命是创造伟大的典型，将美提高到理想的程度。”典型化是艺术通向理想美的途径。对于小说所反映的世界，他要求作家要有整体观，“必须成为一个体系”，“小说历史哲学”是其要旨，文学家应自觉地把反映社会全貌、记录时代变迁作为自己的职责。文学家的创作应该伴随着思考，描绘现实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规律，而作家则应是“时代的分析者”和“深刻的哲学家”。


雨果
 （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　法国作家，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主要代表。184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青年时期曾歌颂波旁王朝的复辟，后逐渐同情资产阶级革命。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被迫离开法国十九年，回国后曾任第三共和国国会议员。政治上，同情人民的苦痛，反对专制和教会，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希望通过爱情、善良和仁慈来改造社会，解决现实矛盾。文学创作上在经历过一段曲折后明确提倡积极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18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成为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宣言和纲领。他从神学世界观出发，提出艺术中的对照原则和美丑相共的主张，认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克伦威尔〉序言》）要求艺术表现矛盾斗争的现实，艺术家要从正反两方面把握现实生活。反对美的超功利性，强调艺术与人类进步事业相联系，艺术家的职责在于做人类正义和真理的代言人。提出艺术的选择问题，认为艺术是高于现实的真实，艺术家必须选择有特点的东西。还从艺术的特殊规律出发，认为唯有艺术才具不可模仿性，每一个天才作品都是一个完整的彼此无法超越的整体。主要著作还有《莎士比亚论》、《文学与哲学杂论》等。


圣伯夫
 （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　亦译“圣佩韦”。法国文学评论家。1843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早期拥护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著有《十六世纪法国诗歌和法国戏剧概观》。后为实证主义批评的主要代表，强调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和心理状态，既反对古典主义，也反对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主张从作家的个人条件去解释作品，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因素的投影，即所谓“传记批评”。认为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自发的，而是某一特定个人的产品。因而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深入了解创造这一作品的个人，而这一工作的关键是“抓住、概括、分析这整个的人”。因此他把自己的批评论著称为“作家肖像”。他把作家批评视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而把作品本身的批评列在十分次要的地位。他在批评实践中有时也重视作品本身的分析，但是更多的是以作家传记来印证作品传记批评为主。他的批评方法对后来的丹纳、左拉等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要文学批评著作有《文学家画像》、《当代人物画像》、《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星期一谈话》、《新星期一谈话》等。


圣佩韦
 　即“圣伯夫”。


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1819—1877）　法国画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871年巴黎公社时任公社委员，艺术家协会主席。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1855年曾以“现实主义者库尔贝的个人展览会”的名义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从此“现实主义”一词在文艺界广泛流传，对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产生较大影响。在理论上，反对古典画派因袭模拟的风尚，不满浪漫画派矫揉逐奇的倾向，确立了以生活真实为创作依据的原则，提出“创造活的艺术”。指出艺术需要想象，但艺术中的想象在于为一个存在的东西找寻最完整的表现，而绝不想象出或创造出这个对象本身。主张美存在于自然之中，“以最多种多样的现实形式呈现出来”。认为自然所提供的美比艺术家的所有的传统都要优越。主要著作有《〈1855年个展目录〉前言》等，重要作品有《石工》、《奥尔南的葬礼》、《风暴之海》等。


波德莱尔
 （Charle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　法国诗人、评论家。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主要代表。一生在矛盾、痛苦、抗争和消沉中度过。曾去过印度，后侨居比利时，死于酗酒和吸食鸦片。曾与浪漫派画家、印象派画家密切交往，并深受爱伦·坡影响。在诗歌创作上强烈倾向于个人主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致力于表现腐朽罪恶的生活、变态心理和悲观情绪。诗集《恶之花》由此引起很大反响。在美学理论上，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但有时也承认这是一种幼稚的空想。认为诗的最高使命是追求美。对美作了独特的探讨，把美定义为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有时又声称美是古怪的、令人惊奇的东西。提出美本身包含绝对美和特殊美两部分，绝对美是永恒的、普遍的，特殊美是暂时的、相对的。但他真正的兴趣在于特殊美。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美的表现，现实生活中就有美。对美恶关系持辩证看法，认为美与邪恶不可分，神秘、悔恨、忧郁、不幸都是美的特征和伴侣，经过艺术的表现，可怕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美的东西，痛苦被赋予韵律和节奏，就会产生镇定自若的快感，恶中之美是值得发掘的。强调艺术创作需要想象力，想象既是分析，又是综合，它分解万物，运用心灵的规则处理素材，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想象力是真理的皇后。主张以人为中心，认为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把人放在他应有的地位来向自然抗议，让自然通过艺术家的真率的品质和热忱的性情得到呈现，认为文艺评论是艺术作品通过某一善于思索、敏于感觉的心灵即批评家的心灵的一种反映。中肯的批评应有明确的准绳、独特的观点和富于热情，以便将理性提到新的高度。其美学观点对现代艺术和美学影响较大，被一些人称为近代第一美学家。主要著作有诗集《恶之花》（1857）、理论评论《美学探奇》等。


萨赛
 （Francisque Sarcey，1827—1899）　法国戏剧理论家。从巴黎大学毕业后在外省任教授，1858年到巴黎为报刊杂志撰写小说、散文，60年代开始以剧评著称于文坛。第一个正式提出“戏剧美学”的概念并加以论述。反对从先验观念出发制订出永恒不变的戏剧法则，主张美学单纯地、专一地、绝对地限于探究事实，加以分析，并从而提出一些规律来。其戏剧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观众的重要性和感受的单一性。认为观众的存在是戏剧的本质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始源。将戏剧定义为：“戏剧艺术是普遍或局部的、永恒或暂时的约定俗成的东西的整体，人靠这些东西的帮助，在舞台上表现人类生活，给观众一种关于真实的幻觉。”（《戏剧美学初探》）认为舞台上的幻觉世界有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特殊性，剧场中存在着两种集中：一是生活中散乱的自然形态的集中，二是观察者的集中，戏剧本身的表达要求和观众的欣赏要求，都自然地趋向于凝聚和单一。“想要直达观众灵魂的深处，就必须永远朝一个地方冲击，只有感受单一，也才能越强烈和越持久。”（同上）他把这一点称为“戏剧的伟大规律”。这一主张，与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将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融合在一个戏里的主张不同。以观众为中心的戏剧美学观对后世影响很大。萨赛的重要戏剧评论曾由亲友汇编为一册《剧场四十年》，其中写于1876年的《戏剧美学初探》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著述。


丹纳
 （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　一译“泰纳”。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1848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53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864—1883年任巴黎美术学院美术史和美学教授。187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青年时代深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美学上，试图用自然界规律解释文艺现象，主张从事实出发探索并证明文艺发展的规律。指出“植物学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橘树和棕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美学的态度也一样，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艺术哲学》）。认为艺术创造和审美趣味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不由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认为艺术美在于表现对象的某一“主要特征”，即显现艺术家对该对象的主要观念。提出衡量艺术品价值的尺度是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和效果的集中程度，其中有益程度尤为重要。指出单纯的模仿不能产生美，用模子浇铸的最忠实原物的浇铸品必然不如一个好的雕塑。其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对此后的自然主义创作和文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1865—1869）等。


泰纳
 　即“丹纳”。


左拉
 （E'mile Zola，1840—1902）　法国作家。早期作品受浪漫主义影响，后信奉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写出长篇小说《泰雷兹·拉甘》，用生理原因解释主人公的行为，序言成为自然主义的宣言。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起义促使他注意社会问题。1871—1893年创作了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庭》，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崩溃》等，通过一个家族中各个成员的不同遭遇，反映拿破仑三世时代法国的社会生活，揭露贪得无厌的欲望，并试图从遗传学角度考察人性形成的自然动因。还发表《实验小说论》，提出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作家在写作时应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必掺杂主观感情。认为“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强调作者必须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反对从主观出发进行文艺创作，他还主张小说要具有描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其创作实践中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兼而有之。1894年后陆续写出长篇小说《三个城市》（《卢尔德》、《罗马》、《巴黎》），揭露罗马教会的卑鄙勾当，也反映了空想的社会改良思想。


罗丹
 （Auguste Rodin，1840—1917）　法国雕塑大师、艺术理论家。早年从画家勒考克学画，1864年随动物雕刻家巴里（Antoine Louis Bcerye，1796—1875）学雕塑，后进学院派雕刻家芬里埃·贝勒兹工作室作了六年助手，1871—1877年去布鲁塞尔从事装饰雕刻，其间于1875年访意大利，深受多那太罗（Donatello，1386—1466）、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雕刻风格的影响。从事雕塑创作，风格写实，重视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的刻画。1880年起受但丁《神曲》启发，长期致力于创作大型浮雕《地狱之门》。在美学思想上，主张现实主义，认为艺术家应像仆人似的忠实于自然，服从自然的命令，艺术就是对自然静观、默察，与之同化。但反对对自然作低能的抄写，强调通过与心灵相应的眼睛，理解自然的内部。认为艺术是内心的反映，是对于外物的一种灵魂的微笑。主张美与真的一致性，认为美就是宣示真实，表现对象的内在真理，展现出对象的性格。强调艺术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曾说“艺术就是感情”，认为艺术的任务之一是创造形象，为感情提供一种根据，借此使感情自由发展。重视人体艺术中运动和力量的美。认为人体是心灵的镜子，肌肉中渗透着感情，人体和肌肉中有运动着的生命，力与美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后期创作思想转向印象主义与象征主义，还曾预见现代抽象雕塑的兴起，声称平面和体积是所有生命的法则与美的法则。其美学观对现代雕塑艺术和现实主义美学产生较大影响。主要作品有《青铜时代》（1876—1877）、《圣徒约翰》（1879）、《加莱义民》（1884—1886）、《欧米哀尔》（1885）、《沉思》（1886）、《巴尔扎克》（1893—1897）以及没能最终完成的《地狱之门》巨型组合雕塑。另有艺术理论著作《罗丹艺术论》。


居约
 （Jean Marie Guyau，1854—1888）　法国哲学家、诗人。快乐论美学的早期代表之一。19岁时因发表关于伦理学文章而获得伦理科学院的嘉奖，20岁便主持巴黎孔多塞学院的哲学研究工作。是19世纪后半叶把形而上学的美学转变为经验的和科学的美学这个潮流中的重要人物。哲学上主张一种生动的自然主义，用生命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和艺术现象。认为生命就是力和势，是扩张，是表现，但是人又通过同情的天性和共生的关系而联系成为社会，个人只有与众人相结合才臻于完美。艺术和道德是生活的最高表现。在美学上，认为美即与生活的发展相一致，是客观事物和它们所激起的感情之间的和谐；美又是一种知觉或活动，它以感觉的、理智的和意志的三种形式刺激我们的生命，对这些刺激的领悟便产生出快乐。认为审美无利害论是错误的，因为精神活动与肌肉等生命活动不可分割，审美知觉不能与生命现象分开，审美特质是欲望和需要符合生活的本质，“美和合乎需要是不可分割的”，原始社会中即已如此，现在虽有所分离，但在未来，美和欲望满足的愉快仍会重新结合。艺术基于同情，能将有生命的东西加以人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同情力，艺术应产生社会情感并促进社会团结和道德进步。他的审美活动不能与生活割裂的观点，以及把审美放在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的方法，对社会学美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著作有《一个哲学家的诗》（1881）、《当代美学问题》（1884）、《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1889）等。


柏格森
 （Henri Bergson，1859—1941）　法国哲学家、美学家。直觉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曾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在亨利第四公立中学和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00—1924年任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1914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18年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从此涉足政治活动和国际事务。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哲学思想上提倡生命哲学，反对科学的实证论和进化论，提出“生命冲动”概念，认为生命冲动既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又是创造世界万物的宇宙意志，它表现为永不停息，延续不断的过程。认为对不停发展的生命运动，科学理性分析方法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超感性和理性的直觉才能体验和把握真正的现实和世界的本质。美学上从直觉论出发，认为艺术是内心直觉体验的表现，表现的是“某种深刻的心灵状态或内心冲突”。人为理性和社会所禁锢，无法打破人与实在之间的帷幕，艺术是打破这层帷幕的途径，使人置身于对象内部，直接与真正的实在相契合。认为在审美中，直觉就是一种共鸣状态。美感必须中止人与事物之间的赋予精神意义的观念和实用关系，进入一种完全反应的共鸣状态，让注意力分布于对象的全部形式，而不是出于实用的功利目的固定在其中任何一部分。美感不是特殊的感觉，它要暗示感情而不引起感情，在心灵中唤起共鸣就会带上美的性质。他区别了艺术家的审美知觉和常人的一般知觉，认为艺术家创造了一种能表现生命绵延的知觉，这就是美的直觉，也是艺术创作的动机。艺术家使自己从平常人对平常事的平常知觉中解脱出来，用一种直接感知独特事物并且又伴随着独特情感的独特知觉来直接发现实在，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情感都是“个别化了的情感”，永远不会重复。认为笑是人们对生活中机械的东西的一种反应，是一种社会姿态；社会借笑来对机械笨拙的行为加以纠正。柏格森的美学观点对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和艺术思潮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著作有《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889，英译本易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笑》（1900）、《形而上学导论》（1903）、《创造进化论》（1907，又名《创化论》）、《绵延性和同时性》（1922）、《思想和运动》（1935）等。


巴希
 （Victor Basch，1865—1944）　法国哲学家、美学家，巴黎大学文理部美学教授，移情说在法国的主要代表。美学上受康德影响，把美看成是主观的，但反对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也不承认哲学家可以给艺术家或艺术观众制定规范。认为美只存在于观照的心灵中，存在于心灵与对象发生同情的共鸣之际。美的根本性质不在于思想或意志，而在于情感。在美感经验中可分辨出三种类型的情感：感觉上的快感、理智或形式上的快感和来自联想的快感。这些情感都不同于普通的情感，主要特点在于：（1）来自视觉和听觉两个高级感官；（2）起因是事物的外在形式；（3）是直接的不假思索的；（4）不受一般感官满足的条件制约；（5）比一般情感温和些，对意志的影响较弱；（6）易于丢开；（7）是一种同情的社会情感。其中，最后一个特点起主导作用。他追随费希尔父子，提出“同情的象征主义”说。指出：“审美的情感（美感）主要在于对事物，或则说得更精确一点，对事物的形状的同情活动。”（《康德美学批判》）认为一切审美的情感都可以归结为“审美的同情”，审美的同情“灌注生命给无生命的事物，把它们人格化，使它变成活的”（同上）。美感经验在本质上是一种“同情的象征主义”。这一学说与费希尔的“移情作用”和谷鲁司的“内模仿”意思相同，具有把审美主体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和扩大主体心灵的作用。审美同情的象征主义原则适用于对自然的欣赏，又适用于对艺术的欣赏，但艺术欣赏的同情作用更为复杂，往往既同情作品中的人物，又同情艺术家，最后导致心灵的解放。巴希的理论对于在法国扩大移情说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著作有《康德美学批判》（1897），还著有《戏剧美学研究》等。


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ъевич
 Кандинский
 ，1866—1944）　法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生于俄国音乐家家庭，自幼学习演奏钢琴和大提琴，这对他后来的绘画产生很大影响。1886年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后曾任莫斯科大学法学讲师。1895年去慕尼黑学习绘画，主要美术活动在德国和法国。1901年组织“法朗吉”艺术团体。1909年任德国表现派社团《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主席。1910年始作纯抽象的作品。1911年与弗朗兹·马克（Franz Marc，1880—1916）创建青骑士社。1914年回俄国。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授，并协助创办俄国艺术科学学院，1922年去德国包豪斯学院任教。1933年移居巴黎并加入法国国籍。他的绘画作品不具体描绘客观对象，常以“即兴”、“构图”为题，直接用色、线、面的组合来表现情感，并造成音乐般的旋律。在美学理论上认为艺术作品都是它们那个时代的孩子，艺术的新原则与过去和未来都有逻辑的关系。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使宗教、科学和道德发生了动摇，人们的视线已从外部转向内心，因而今天的艺术和谐服从于内在需要的精神和谐。认为要使绘画进一步从物质限制中解放出来，就须摆脱以二度平面对三度空间的表现，进入理想的单一平面，表现“普遍性的东西”，由此产生一个构图的目标——抽象结构。提出艺术家必须表现内心需要的三要素：（1）心中呼唤表现的东西，即个性；（2）时代的精神，即风格；（3）纯艺术，并使这三者在构图中统一起来。把数的概念引入绘画，认为数是一切抽象表现的终结，开创了摆脱客观对象、诉诸内心精神需要的抽象绘画及其美学思想，在西方现代画坛上造成巨大影响，并形成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抽象表现主义学派，其影响甚至波及建筑、雕塑等艺术。主要著作有《艺术中的精神》（1911）、《关于形式问题》（1912）、《点、线、面》（1923）、《论具体艺术》（1938）；主要绘画作品有《有塔的风景》（1908）、《构图第二号》（1910）、《界限》（1911）、《角形结构》（1930）以及以“构图”和“即兴”为题的编号作品。


马蒂斯
 （Henri Matisse，1869—1954）　法国画家，野兽派的代表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巴黎装饰美术学校学习，1895年进巴黎美术学院，从象征派画家摩罗（Moreau）学习，并临摹17、18世纪油画作品。后受后期印象画派的影响，并吸取波斯绘画、东方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形成“综合的单纯化”画风，曾提出“纯粹绘画”的主张。1906年后的作品，造型夸张，多用单纯的线描和色块的组合形成装饰感的画风。作品有《白羽毛》、《爱看书的女人》、《人生之乐》、《静物橘子》以及一些版画作品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


瓦莱利
 （Paul Ambroise Valéry，1871—1945）　又译“瓦勒里”、“梵乐希”。法国诗人、评论家。象征主义艺术和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蒙彼利埃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1925年入法兰西语言学院。1937年出席第二届国际美学和艺术科学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发言。提出“纯诗”的概念，认为诗的要点是以语言为手段来探索人们所感觉到的世界的幻象，从而推断出一个虚构的意境，它不是日常语言所表述的现实世界，而是一个由语言支配整个感觉的与梦境相似的幻象。诗人的任务是用语言这种实用工具来完成一项从本质上来说无实用价值的工作：创造与实际事物无关的一个世界、一种秩序或一种体制；诗人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词语来作诗，只有用语言手段作为象征，方使人们感受到世界的幻象，认识到内心的真实。诗人要考虑词语的声音和意义，使语调谐美和音韵合拍，并满足理性的和审美的条件，需要正确的辩理与抽象思维的能力。但又认为理智无法领悟事物的本质，无知是一种无价之宝，学习知识会破坏无知。他对美学的存在提出疑义，认为不可能存在纯美学，一旦纯美学存在，艺术随即死亡。艺术通过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而存在。但又承认使美学成为一门科学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世上存在着一种能帮助人们提高艺术修养和创造艺术作品的美学。他的诗作和评论被奉为象征主义的经典。主要著作有《尤帕利诺斯》（1923）、《灵魂与舞蹈》（1923）、《文学杂集》（1924）和三本续集（1930、1936、1938）等，他的诗歌评论文章死后被收入《瓦莱利选集》第七卷《诗的艺术》中。


梵乐希
 　即“瓦莱利”。


雅里
 （Alfred Jarry，1873—1907）　法国戏剧家、诗人。18岁到巴黎，经常出入各种文艺沙龙，开始从事写作。1896年创作《乌布王》，该剧剧情怪诞不经，冲破了对世界的通常看法，引入了荒诞、语无伦次、蔑视权威等观念。上演后成为法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标志着现代戏剧的重要时刻，为后来的先锋派戏剧鸣锣开道。雅里因此而名声大振，后又以同样怪诞的风格接连写出《乌布当王八》（1944年出版）、《乌布戴镣铐》（1900）等几部以乌布为戏剧中心的剧本。如今，“乌布王式的”一词已在法语中成为既可憎又可笑的同义词。作为法国前卫戏剧的先驱，有人将雅里与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相提并论。


拉罗
 （Charles Lalo，1877—1953）　法国美学家。社会学美学的代表之一。巴黎大学教授，主持该校美学讲座多年，曾任法兰西美学学会会长。在哲学上有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倾向。主张从生命活动、心理反映、科学技术、经济因素、社会风气等多方面来探讨艺术和审美问题。认为美学不仅仅是艺术哲学，还应该是艺术规范学、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的哲学，美学应考察艺术创作中个人的和社会的种种条件，考察现存的艺术资料和艺术制度，不仅研究艺术的审美条件，还要分析艺术的非审美条件。美学依次是数学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美学，最后才是审美的或技巧的美学。认为艺术不是个人的事，个人的心理事实只是一种审美的潜在性，只有社会的因素才能使它们变成审美的现实性。美学必须研究艺术中存在的社会加予其上的种种非审美条件。深入探讨艺术与生命的关系，提出艺术活力论，认为艺术既不是整个生命，也非生命的任何部分，艺术表现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把艺术结构置于生命的基础之上，并且划分出心理学美学的五大情结：技术的情结、逃避的情结、经济的情结、精神顺势疗法的情结、自我崇拜的情结。这五大情结分别标示出生命与艺术的各种不同的联系。其社会学美学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内容，突出表现了现代社会学美学引进心理学内容的重要特点。有人认为他提出了一种心理学美学。他对音乐的分析相当精细，认为艺术作品都类似音乐的结构，能引起丰富的想象。主要著作有《当代的实验美学》（1908）、《审美情感》（1910）、《美学概论》（1912）、《艺术与社会生活》（1921）、《艺术中的生命表现》（1933）、《远古的生命艺术》（1939）、《生命之畔的艺术》（1942）、《笑的审美学》（1949）等。


马利坦
 （Jacques Maritain，1882—1973）　法国哲学家、神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曾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中世纪研究学院、美国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任哲学教授，1945—1948年任法国驻梵蒂冈教廷大使。1958年在圣玛利大学创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意识到现代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科学思想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神学的传统领地，在哲学上大力复活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试图在神学与科学之间、信仰与理智之间、超验与直觉之间、神秘与现实之间取得合乎现代社会的平衡，以此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认为存在分三种：现实的存在、潜在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前两种存在可以通过人的理智来认识，而最高的存在即上帝则要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认识。其美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诗不是理智活动的产物，而是对上帝的一种“创造性直觉”。认为诗不属于知性的逻辑方式，而属于前概念的非逻辑的隐秘方式；诗源于“精神的无意识”，它不同于本能等等的自发的无意识；诗人的创造是上帝的启示，诗通过情感的契合来认识自我和事物；诗和美不能等同，但两者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当艺术和自然浸入完全属于一种直觉的喜悦时，就变成美的，美不能成为一个对象，它只是诗的先验的、超验的关联物，两者的关系是诗爱美，美也爱诗；诗能见出事物的内在存在与人类自我的内在存在之间的相通，人们通过诗能领悟到上帝的存在，就此而言，诗是一切艺术的秘密生命。马利坦的美学思想对直觉和无意识的强调，对现代西方美学产生了广泛影响。主要著作有《艺术与经院哲学》（1920）、《诗的界说及其他》（1935）、《完整的人道主义》（1936）、《诗的状况》（1938）、《艺术和信仰》（1948）、《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1953）、《艺术家的责任》（1960）等。


吉尔松
 （Etienne Gilson，1884—1978）　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191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公学的中世纪哲学史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法兰西共和国议员，1952年获卢汶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曾钻研过柏格森的直觉哲学，后接受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思想，转向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以研究中世纪哲学史著称。鼓吹彻底回到中世纪经院哲学，认为人只有通过宗教上的直觉才能渗透到事物的本体之中，从而认识其中的神性，哲学形而上学的真实对象乃是神。利用现代科技新成就所造成的后果，证明个人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不可抗拒的坚实而冷酷的现实，有必要对上帝进行“再发现”。美学上着重通过分析绘画来宣扬新托马斯主义。发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认为万物演变规律是从无转化为有及赋予存在以形式，绘画艺术能从虚无中创造出形式，并将形式赋予存在，这创造中形式是主动的、决定的。从神学观点肯定艺术是有益的，认为艺术家从无到有的创造力体现了上帝的最终创造力，但又不及上帝创造那么完满。所有具有真正创造性的艺术都是宗教性的。人们通过对绘画所创造的形式的直觉，可以具体领会到上帝的存在。继承老托马斯美的三要素说，认为艺术作品达到美的三要素是完整性、和谐性及使人领悟上帝。强调审美经验中静观与认识占支配地位。认为美和艺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它不可言传和翻译。主要著作有《托马斯主义》（1919）、《中世纪哲学精神》（两卷，1931）、《思想与文学》（1932）、《绘画与实在》（1957）、《哲学和神学》（1960）、《美的艺术》（1963）、《艺术中的形式和内容》（1964）等。


苏里奥
 （Etienne Souriau，1892—1979）　法国哲学家、美学家。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巴黎大学美学和艺术科学教授。主张美学和艺术科学应有所区分，美学是在具有普遍性的范畴下研究各种形式的学科，它不关心事物的原因和规律，只关心事物在知觉中的单纯外观。认为美学可分为四个派别：探讨理想形式的毕达哥拉斯的美学；研究连续性的形式的动力学的美学；探讨自然物与构造物的形式的装饰性的美学；分析心灵领域中的形式的心理美学。美学具有抽象的特点，它与艺术的关系犹如生理学与医学，艺术是美学的一种实践，艺术是一种具有一定秩序的结构，具有装饰性的诗意的特点。艺术家关心事物的内在品质而不注意它的功利价值，艺术作品不仅要注意对象的结构和内形式，还要注意所要表现的主题的外形式。提出作品存在是多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存在、感性外观的存在和超验性的存在。主张以线条、体积、色彩、光、动作、语言和乐音等七种要素划分艺术门类，认为每一种要素又可分为抽象的和模仿的两种，以适应现代艺术的分类。在戏剧美学上，提出“功能”系统理论，区分了六种功能和五种组合场景的方法，并从不同角色的角度来考察戏剧的不同审美效果。主要著作有《哲学的创造》、《美学的将来》（1929）、《艺术通讯》（1947）、《二十一万戏剧场面》（1952）、《电影学和比较文学》（1952）等。


阿尔托
 （Antonin Artaud，1896—1948）　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和剧作家。法国先锋戏剧的主要代表人物。1921年开始演员生涯，曾是超现实主义戏剧的积极倡导者。1926年间与达达主义者维特拉克（Roger Vitrac，1899—1952）一起创办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演出《血喷》等剧，从事超现实主义戏剧的实验。30年代在东方戏剧的影响与启发下，提出残酷戏剧的理论，发表《残酷戏剧宣言》（1932），认为戏剧应把言辞降至次要地位，创造一种以象征的姿势、动作、声响、节奏、灯光、舞蹈、服装、物件等组成的新的直接的舞台语言，将意识和下意识、现实和梦境混合在一起，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真正现实，使观众经受尖锐而深刻的经历。1935年创建残酷剧团，在《钦契一家》的演出中实践这一理论。“残酷戏剧”是他的理想戏剧，其美学价值在于这种戏剧“以中世纪黑死病那样的瘟疫令人恐怖，它和其毁灭性的全部冲击力”，强烈袭击观众，将人的潜意识解放出来，使观众暴露在他们自己的最隐蔽的罪恶、纠葛、仇恨、暴力和色情面前，经历比现实中更强烈、更真实的体验，从而洗涤并净化观众的罪恶，引起彻底的肉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剧变。残酷戏剧的主要观点是：（1）戏剧表现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把具有象征性和典型符号的戏剧动作，推向极致，扰乱观众的感官安宁，释放被压抑的下意识，从而得以超越。（2）残酷戏剧的题材应来源于自然灾害、政治冲突、革命及战乱，以及神话传说、名流的严重犯罪、超过常人的虔诚等刺激观众的奇闻逸事等。（3）演出场地无需舞台，只要有四堵光墙的空间都可表演。（4）演员要寻求不同的形体和呼吸法，像运动员运用肌肉那样运用并展示自己的感情，以征服观众。（5）导演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戏剧的神圣性和仪式性，应用一切手段去刺激观众，震撼他们的灵魂。其戏剧主张主要见于其论文集《戏剧及其重影》（1938），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当代戏剧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布列东
 （André Breton，1896—1966）　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文艺和美学思想主要代表。曾在医科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1917年回巴黎从事文学创作。1919年与阿拉贡、苏波等创办《文学》杂志。与苏波合作发表《磁场》，显露出超现实主义端倪。1920年参加达达派活动并成为重要成员，1924年不满达达派只追求心灵的粗糙意象的创作，带领一些原达达派成员另树旗帜，把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达达主义结合起来，发表了《第一号超现实主义宣言》，1929年又发表《第二号超现实主义宣言》。宣称超现实主义运动属于共产主义，并于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终因观点不同于1935年脱党。1938年曾在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接受托派观点，组建“国际独立革命艺术联盟”。1941年迁居美国。坚决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战后回法国继续进行超现实主义的活动。美学上主张艺术要摆脱思想和理性的控制，从梦境、幻觉、本能中去寻找创造源泉，认为只有超越现实世界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世界才是最真实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幻境等无意识世界中，才能摆脱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约束，进入自由状态，显露自身的真实面貌。认为超现实主义文艺就是描写或解释无意识的世界，它旨在追求最纯正、生动、彻底自由的表现形式。主张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应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处于被动、接纳的状态，事先不去选择任何主题，任凭意识自由流动并不假思索地记录下来。认为超现实主义不仅涉及艺术，而且涉及生活，它使知觉形成种种新状态，推到了当前的现实，真正认识客体。他自认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最直接的意识领域里。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美学观点对文艺创作无意识领域的开掘是有意义的，但完全否定创作中的理性作用，则走向非理性主义，把艺术神秘化了。主要著作有《超现实主义和绘画》（1928）、《什么是超现实主义》（1936）等。


拉康
 （Jacques Lacan，1901—1980）　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并在巴黎大学学习精神分析学，后从事精神分析的教学与医疗工作。不满于美国学者的精神分析理论而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另组由他领导的精神分析学团体。提出“镜像理论”，认为镜像阶段的认识活动具有一种识别作用，认识主体与外界接触时所认识到的形象只是客体的一种变形，是想象中的形象。由此引申出关于个性或人格成长的想象界、象征界、现实界三个层次的理论。想象界的层次是通过镜像阶段把有意识的、无意识的、认识的、想象到的都记录下来，形成世界图像。象征界是一种符号性的东西，其各种因素相互联系，形成一种知识系统。现实界是想象的东西与象征的东西结合，因而现实也是观念性的东西，只是一种现象，而非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是一种“未知数”。认为无意识也有语言的结构，有主体与他者的对话，其本身也是一种结构，只是在表现出来时经过了移位与压缩，人们可以通过其表现而考察内在的无意识结构，考察其中包含的各种关系。拉康的理论削弱了弗洛伊德的性中心论与神秘主义色彩，力图从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在美学上，打破了弗洛伊德无意识不可知的神话，通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重新阐释了无意识概念，为无意识更有效地应用于文学找到了一个中介物——语言，并用语言学，特别是修辞学的概念置换、改造了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并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关系，而是类似于语言学上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主体并不知道自己的无意识的内容，说明了无意识不只是主体内心的心理活动，还是主体间共通的心理机制，它一系列的“能指链”。通过《论 〈窃信案〉》这篇论文，应用结构精神分析法解释文本的结构方式与作家、人物或读者的大脑活动的方式之间的差异，开辟了一条文本阐释的新路，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拉康文集》（1966）、《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1973）等。


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1901—1991）　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之一。巴黎大学毕业。先后任巴黎大学教授、图卢斯法国广播台主任、国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巴黎大学社会学教授等职，1973年退休。其哲学观点被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合乎人性的社会主义”。主张人应当成为哲学的基本课题，应当与异化现象作不懈的斗争，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认为异化无处不在，只有用异化理论才能说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矛盾，并主张用“全面的人”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的“经济人”。要求展开“日常生活批判”，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美学上，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和说明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历史。提出审美力在历史进程中从自然感中成长起来，人的无限的美是可以被理解的，它使我们发现了自己。认为艺术是人类劳动的特殊形式和特殊产物，是一种上层建筑，永远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它与游戏、幻想、想象紧密联系，力求把握一定时期生活的丰富内容。艺术的特征和力量是与它对具有多种多样性质的人以及对人的丰富本质的注意相联系的。艺术内容的任何方面都带有社会性，艺术作品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扩大和典型化的过程中取得社会意义的。认为艺术作品具有四方面内容：（1）生物内容，是艺术家从自然生活要求中产生的，如果不面向作为纯粹生物学的人，艺术就会丧失生命；（2）情感内容，在阶级社会中同时具有阶级内容；（3）实践内容，艺术作品是与广义的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4）思想内容，即作者的思想、时代的、阶级的思想。主张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提出形式主义是形式的敌人；艺术作品的实际内容要比可看到的内容广泛得多，人不可能一下子就理解它全部的内容。艺术家总是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紧密联系的，他可以自由地处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丰富材料。主张发展艺术天才的首要条件是艺术家具有进步的政治观点，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列斐伏尔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探讨美学问题，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批判》（1946）、《美学概论》（1953）、《 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1958）、《元哲学》（1965）、《论国家》（1976）等。


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　法国哲学家、美学家。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45年起为《现代》杂志撰稿。1952年任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哲学上受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现象学影响，把知觉列为中心范畴，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力图消除存在与意识的对立，将两者统一于“知觉”之中。认为主观与客观都不能离开对方，“我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之中”。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严格的双边关系，它们在知觉经验中合而为一。认为直接经验只有退化为一种意义才产生科学，科学符号须有感觉经验才能反映出其意义。哲学应从如实地描写经验和意向开始。知觉和认识不是反映客观，也不是反省主观，而是“意向”，世界只是我对它的态度，本质只是我的存在。在美学上，认为艺术是明显的象征活动，它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种表现；艺术表现是对另一个心灵发出的意义；艺术应归属于语言学，它与体现本质的概念知识相对立；审美知识比概念知识更为重要。分析绘画中画家的眼睛观看与内心思维的关系。认为画家必须把自己投入世界之中，才能把世界转化为图画，观看与行动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用眼观看是对可见世界的一种远距离占有，并把这种占有分布到存在的各个方面。认为人的眼光是能见到心中形象的“第三只眼睛”，绘画使人看到一个原先看不见的存在，使心通过眼睛跳入许多事物中，看到宇宙的缩影。认为绘画语言不是从大自然中制定出来的，而是从视觉中创造出来的，视觉的本质是“观察的思维”。由此肯定现代绘画，认为它把人从物质幻觉的自然维度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创造性的维度。画家的观看，是“心”在看，是各式各样的存在的会合点，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内容。主要著作有《行为的结构》（1943）、《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语言现象学》（1951）、《辩证法的探险》（1955）及《眼与心》等。


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　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结构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结构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生于布鲁塞尔。早年在巴黎大学求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935年到1939年在南美巴西的圣保罗大学任教时，曾多次深入巴西中部对当地印第安人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人类学资料。1942年赴美，在纽约新社会研究院任教。1944年起任法国驻美大使馆文化参赞。在美期间结识雅各布森。1947年回国后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先后担任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197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早年受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启示，尝试把音位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1957年受到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句法结构》一书影响，将先验论的结构主义思想系统运用于人类学、神话学的研究，建立起其独创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在欧美发生广泛影响。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用结构主义思想研究神话，创立了系统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与方法，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搜集、研究了美洲各地八百十三个印第安原始部落流传的神话，并与欧洲古代神话比较，运用语言学的音位和句法的结构分析原则加以剖析，揭示了神话的多层次结构，示范地分析出这些神话的内在矛盾型结构及其深蕴的意义，推导出人类早期的种种深层无意识结构，在神话学美学方面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主要著作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结构人类学》（1958）、《野蛮人的心灵》（1962）、《神话学》（1964）、《精神科学导论》（1964—1971）等。


萨特
 （Jean-Paul Sartre，1909—1980）　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重要代表。1924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起在一所中学任哲学教员。1933年到德国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受教于胡塞尔，对其存在主义思想的形成影响很深。1937年起发表小说，1940年小说集《墙》获民众小说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1942年起进入创作盛期，在小说、戏剧和哲学上都有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1944年辞去教职，专事著述。后创办《现代》杂志，成为专业作家。在国际事务活动中支持进步和正义事业。1955年曾来华访问。1964年拒受诺贝尔文学奖。哲学上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基石，提出存在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个人的主观性。认为世界的存在有赖于个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自为存在；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通过自由选择逐步获得自己的本质；自由是自为存在（意识）选择、设计、脱离、超越的存在方式；自由伴随着个人的责任，逃避责任便是“逃避自由”；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在恐惧、焦虑和死亡状态中才能领悟。其美学思想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延伸，也是其文学创作实践的概括，其核心是人的存在和自由。具体内容主要为：（1）艺术创作是为了创造在想象中得以存在的事物，从而满足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是本质的感觉需要。（2）创作是求自由的一种方式，文学要有倾向性，揭露现实，干预政治，介入社会斗争。这是为了保卫自由，而写作的题材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3）艺术的最终目标是使人看到世界的实际情况，让世界恢复其作为存在之整体性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艺术仿佛是扎根于人类自由之中，艺术的根源就在于自由。（4）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对自由的吁求，是诉诸读者的自由想象。强调读者在阅读中的能动创造作用，“阅读就是被引导的创作。”（5）用自由和想象来规定艺术和美的本质，认为艺术是“由一个自由来重新把握世界”；美的东西乃是非现实的东西的形象表现，美是只适用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现实从来是不美的，真正的美只是想象中的存在物；艺术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现实进入艺术须经过想象的否定，由现实客体转化为非现实的客体。审美只是我们认识非现实的客体的一种方式。（6）提出想象四个本质特征，归结为一点就是想象意识是自由意识。艺术创造和欣赏的本质就是自由想象。其美学思想是存在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现象学、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等都发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剧本《苍蝇》（1942）、《禁闭》（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可尊敬的妓女》（1946）、《肮脏的手》（1948），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1946）；哲学美学著作《想象》（1936）、《想象心理学》（1940）、《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什么是文学》（1947）等。


杜弗莱纳
 （Mikel Dufrenne，1910—1995）　法国美学家。现象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55年任法国波瓦蒂埃大学教授。1964年起任巴黎大学教授。后为法国《美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杜弗莱纳将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经验主义化，把研究重点由创作主体的“意向性”转向鉴赏主体的“审美经验”，把审美对象和审美感知作为研究的中心，发展了由波兰美学家英伽登所建立的现象学美学。认为传统美学都建立在创作心理学基础上，具有很大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性质。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为基础，侧重从欣赏者的立场论述审美经验。认为审美对象具有双重的世界：存在于时空中的世界和它本身的世界——由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地点、事件等所组成的世界。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互相制约，互为补充，只有在艺术作品上增加审美知觉才会出现审美对象，审美知觉的重要性在于能把艺术作品变形为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只有在欣赏者知觉的参与下方能成为完全的审美对象。审美知觉包括三个阶段：（1）呈现；（2）再现和想象；（3）反照和情感。主体和对象相互作用，并在情感这个审美感知的最高点上组合成为审美经验。认为当审美对象作为一个封闭整体呈现于知觉时，人们能够加以精确地描述。还提出审美要素的概念，认为审美对象是诸审美要素的组合，艺术作品的审美要素是指组成艺术作品的材料被审美地感知时所形成的那种东西。审美要素是主客体的共同行为，是审美对象存在的基础之一。审美对象存在的另一基础是意义，意义使人集中注意审美要素，构成审美要素的真正结构。审美要素是联结“被表现世界”的深度与鉴赏者的深度的中介物，通过相互作用，知觉主体与审美对象达到和谐与统一。主要著作有《审美经验现象学》（1953）、《诗学》（1963）、《为了人类》（1968）、《美学与哲学》（二卷）（1967—1976）等。


戈德曼，L.
 （Lucien Goldmann，1913—1970）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生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1933年定居法国，纳粹统治法国时期迁居瑞士，任皮亚杰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法国，任职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和高级实验研究学校。哲学上受弗洛伊德、卢卡奇、皮亚杰思想的影响，但对他们的思想都有批评。认为要了解客体就要了解客体是如何由主体创造的，而这种创造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认为主体是社会的、集体的和阶级的主体，是创造社会的动力。主体与客体不能分离，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的表现。在美学和文学理论上，认为世界观是指一个特别的创作集团的集体意识，对文学作品应当客观地研究其世界观的功能特征，研究这个世界观与这个集团的可能意识及其与这种可能意识有关的整个社会，以决定这个世界观的真理性。强调研究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并发现其区别。其文学批评观点被认为是文学上的“社会学观点”。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与哲学》（1952）、《小说社会学》（1964）、《卢卡奇与海德格尔》（1977）等。


利科
 （Paul Ricoeur，1913—2005）　法国哲学家。当代西方哲学解释学奠基者之一，解释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俘虏，期间接触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战后发表一系列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研究论文。1948起任斯坦斯伯格大学哲学史讲座教授，开始脱离现象学方法，转向意志哲学研究。1956年起先后任教于巴黎大学、鲁汶大学，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兼职教授，同时就任巴黎现象学和解释学研究中心主任。60年代起集中精力研究哲学解释学，其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神话和宗教中的象征现象入手探讨意义的解释，属于“象征解释学”阶段；（2）60年代后期，以现象学为基础，广泛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宗教哲学、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等各派所长，溶入解释学，为“综合化现象学解释学”阶段；（3）70年代起，重点转向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进入“语言哲学解释学”阶段，并尝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其哲学解释学目标是从方法论（语言分析）入手，经过反思的认识论层次，最终达到理解的本体论高度。在美学上，提出“象征”论与文本理论。“象征”论认为各类文本都是一种或多种意义的“表达物”，即象征。象征是一切意义的结构，象征“表达物”的内涵意义只有通过解释方能显示出来。神话表现了人类原始情境中所蕴含的重要真理，包括表层（字面）与深层（隐喻）双重意义，是一种象征表达式。对神话的理解应经过对象征的解释，由其字面意义直达其深层内涵，解释的目的是回复原始语言的本来意义，重获神话时代的经验。后吸收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了象征论，把文学的象征结构看成由“话语”（表层）与象征意义（深层）两方面组成，一切文学文本都是话语，其深层象征意义则有待于解释和发现。他的文本理论认为文本是由书写固定下来的语言，不同于口头语言；文本的意义包括作者的主观意义与话语本身语词、语法的客观意义，两者有交叉重叠，也有不一致处；客观意义包括指称方面，在文本中，这种指称由于脱离口语的当下情境而把直接指称悬置起来，因而只指向某种不确定的可能性，它只有通过解释才逐步展开。文学文本尤其如此，它是一个虚构的可能世界，一切直接指称都被悬置；但它仍有一种独特的意义指称——隐喻性；文学语言（话语）在字面背后还有隐喻意义，这是文学的生命所在；文学的指称不是描述实在，而是重构一种新的实在；隐喻的指称性质诉诸于文本的结构、形式与文体；文本通过话语构成的隐喻网络引导读者从现实世界进入文本的可能世界；文学解释学的任务是借助于想象消解文字的表面意义以达到文本内在的隐喻意义。其解释学美学在语言学层次得到深化，显示出不同于伽达默尔的特征。主要著作有《雅斯贝斯的哲学和存在》（1947）、《自由与自然》（1950）、《弗洛伊德和哲学：论解释》（1965）、《解释的冲突：解释学论文集》（1969）、《隐喻的规则》（1975）、《解释学与人文科学》（1981）等。


巴特
 （Roland Barthes，1915—1980）　法国美学家、文学批评家。结构主义美学主要代表之一。曾于巴黎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后任巴黎高等学术研究院教授，1980年死于车祸。早年曾受马克思和萨特的影响，认为写作具有对话的特点。1953年起集中探讨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认为写作本身就是目的，文学的语词“将所指的对象束之高阁”，而把语词本身作为对象，并提出了“内在批评”的主张，成为法国新评论派的代表。后接受结构语言学的原理，创立结构主义文艺美学理论。其一生的理论活动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67年前为结构主义时期；1968年后为后结构主义时期。前期把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语言学理论系统引入文学批评，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应借助语言学来建立文学批评学科。认为文学作品是言语行为，它不是模仿，也非作者思想的表达，而是受它所包含的逻辑（语言）支配的独立自足的符号系统，作品一经诞生，作者也就死了。提出分析作品首先应区分三个“描写层次”，即功能层、行为层或人物层、叙述层。文学语言由不同层次上的分割与归并即形式和意义所确定。分割导向读者的横向阅读，归并导向纵向阅读。后期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能指与所指构成一个完整稳定的符号的结构主义基本原理。认为在语言中，每一所指的位置都被其他能指取代过了，能指实际上所指涉的不是概念（所指），而是另一些能指群，能指都是互为指涉的，文学的语言实为一种“无底的语言”。世上不存在“独创性”和“第一部”文学作品，一切文学都“互为文本”，任何作品都无明确的界线，它们不断扩散到周围作品中，然后逐渐消失。认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作品”（即具有明确意义的封闭实体）向“文本”（即能指按任意指涉的意指规则多重扩散的过程）的转变，由诠释到写作的转变。在认识到文本具有无始无终、无边无界的多元意义后，批评成为沿着能指间纷繁的指涉轨迹自由追踪、任意制造、玩弄意义的动态过程。主张把文学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读的”，指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描绘具体确定，只留给读者微小的自由；另一类是“可写的”，以法国新小说派为代表，其作品意义模糊晦涩，读者的阅读成为新的“写作”过程。他在《S/Z》中对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中篇小说《萨拉辛》进行了后结构主义“写作的”批评和解析，将小说切割成561个词段（能指群），认为其中包含无穷尽的能指互相指涉的代码活动。举出五种代码：（1）解释；（2）行为（或叙述）；（3）意素（或内涵）；（4）象征；（5）文化。认为小说中每一词段都可同时依据一种到几种代码活动，整篇小说在5种代码共同、交互作用下，不可能达成一种或多种明确的意义，而只能使多重的、互相交织的各种意指过程无止境地扩散开去。小说的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而是一个无尽的“构成”过程；文学批评本身作为“写作”就是在进行这种文本的“构成”。巴特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中都是重要的理论代表，其理论对整个西方当代的美学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写作的零度》（1953）、《符号学要素》（1964）、《批评与真理》（1966）、《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叙事语式体系》（1967）、《作者已死》（1968）、《S/Z》（1970）、《文本的欢悦》（1975）等。


巴赞
 （André Bazin，1918—1958）　法国电影理论家、评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事电影评论工作。1951年参与创办并主编《电影手册》杂志。一生发表电影论文400余篇。提出“影像本体论”，认为电影的产生来源于人类追求逼真地再现现实的心理，电影应是不受人主观干预的“真实的艺术”，是“照相术的延伸”。电影现实主义包括三个方面：表现对象的真实；时间空间的真实；叙事结构的真实。为了实现这些审美理想，在表现手段上，主张采用长镜头和景深镜头，以保持时空的完整性，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作了限定。与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共同奠定了纪实派电影理论的基础，对现代电影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影响。其论著经人整理，结集为《电影是什么》。


格雷马斯
 （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3）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符号学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生于立陶宛。1965年进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以意义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试图由语符语义关系的形式化内在地推演出文本的意义系统，以结构语义学为叙事文建立起一套叙事语法。认为叙事文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深层结构可看作是从叙事文表层结构“约简”而来，但它在逻辑上是先于文本的，它是叙事的原初表达形式，在组合化过程中生成表层结构，进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文本。叙事深层结构类似于句法结构，其中叙事结构的“行动元”对应于句法的主语，叙事结构中的“行为”对应于句法的谓语，按照“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其组织关系，格雷马斯分别建立起“行动元模式”与“语义方阵”，作为一套有效的阐释方式，它们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主要著作有《结构语义学》（1966）、《论意义》（1970）、《论意义Ⅱ》（1983）、《符号学词典》（1979，与古尔特合著）等。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1918—1990）　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之一。生于阿尔及利亚。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0年因精神病被送精神病院监护就医。为法国共产党的理论代表之一。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解释，以结构主义解释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发展。提出“依据症候阅读”法，即对作品深层结构的阅读理解。认为深层结构是一种理论上的潜在结构，它以无意识的方式呈现在作品中，人们在阅读马克思的理论著作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字面上的理解，而应该关注那些空白的、“沉默的谈论”，从而把深层的无意识的理论框架挖掘出来，达到对马克思理论“在场”和“不在场”的思想的全面掌握。认为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1845年之后，马克思抛弃了意识形态的东西，通过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完成了“认识论上的断裂”，创立了科学的理论。他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方向。认为艺术要以意识形态为对象和材料，对其进行加工改造，当表现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艺术提供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距离，使人产生摆脱、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把握现实生活真相的结果，这就是艺术所追求的“间离”的审美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与科学认识在对象与目的上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形式：艺术以“看到”和“察觉到”或“感觉到”为形式，科学则以认识为形式。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1965）、《读〈资本论〉》（1968）等。


利奥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　法国哲学家。曾当过中学教师。1968年作为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和农泰尔学院的讲师参与五月学生运动。1971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2年被聘为巴黎第八大学的哲学教授，此后又在欧美多所大学任教。以后现代思想闻名。认为传统哲学导源于“元叙事”或解放的、启蒙的“宏大叙事”这样一种错误。“元叙事”指叙事者一方面可以从转述别人意见的立场上说话，另一方面又可以从评判者的立场上评判别人的意见，这种以某种立场代换其他立场的行为将部分扩大为整体，将条件性的叙事视为基本的、“元（mela）”叙事。解放的、启蒙的“宏大叙事”指混淆描述性的认知陈述和祈使、命令式的伦理陈述，把认知上自足的陈述当作是正确的、放诸四海皆准的命令；将人的行动建基于知识和理想之上而不考虑人的当下处境和多元发展意向。认为“后现代”就是强调角色的差异性、解释的多元性和不可被他者同化的“异争”状态，以便在政治上对抗现代性的“极权主义”。但后现代并不是现代性的绝对对立面，而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二者涉及的内涵有重合，只是态度不同而已。美学上，认为传统美学遗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优美的美学，一种是崇高的美学。两者表示着对于对象的不同态度以及对艺术品的不同看法。优美的美学认为主体可以用自身的能力很好地处理对象，当对象被给予人时，人可以用与概念相通达的感性时空形式来接纳它，当这种接纳产生一种同一、有序、和谐时，就会产生优美感。优美的美学又分为以鲍姆加登为代表和以康德为代表两类。康德的优美是一种前主体的、作为主体基础的最初始状态；而鲍姆加登的优美则是后于主体的、承认先验时空形式优先性的状态。利奥塔对优美的美学总体上取批判态度，认为优美的美学不仅容易导致对真实的虚无和掩盖，导致艺术的终结，而且还和政治极权主义有密切关系。为摆脱这种危机，他强调审美中的“崇高”感。认为崇高感揭示出的匮乏对于概念的力量来说，是一个否定的符号，崇高的对象不把自己表现为任何内容，不是“所发生的事”，而仅仅是“发生”，是一种事件，是“此处现在”；崇高感与优美感是重叠的，崇高感揭示了所有优美的东西本身更深层的存在；崇高感意味着形式的破碎和无序；崇高感在存在的不可表现与表现之间的鸿沟中产生。在这种美学观的指导下，他推崇现代西方先锋派艺术，认为先锋派艺术首先从优美的美学中逃脱出来，进入了崇高美学所开放的领域，它不唤起共同意见，是纯粹否定性的东西，使表现与被表现者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从而解放了表现的规则和形式，使艺术成了一种规则和形式不断开拓、变化的享乐，即“保卫”发生。主要著作有《话语，喻象》（1971）、《力比多经济学》（1974）、《公正游戏》（1979）、《后现代状况》（1979）、《异争》（1983）、《非人化》（1988）等。


德勒兹
 （Gilles Deleuze，1925—1995）　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毕业于巴黎大学哲学系，后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在哲学上，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并采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形成自己的独特哲学。认为哲学的最积极作用在于批判，德国尼采是哲学批判任务的完成者，这表现于他批判了所谓的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道德。认为哲学实质上就是价值论，即重估一切价值，一切有价值的哲学都是创造概念，哲学史就是创造概念的历史。提出差异与重复的理论，认为真正的哲学是差异的出现，差异是空间的外在性和时间的相继性。差异与重复联系在一起，差异在重复中产生，并通过重复表现。重复不是同一物的再现，而是有差异的再生，在差异中不断向上发展。反对弗洛伊德及马尔库塞等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认为无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欲望，人在欲望中生活，人就是一台欲望机器，它由工作器官、无器官的躯体和二者的联系部分主体构成，即主体以躯体为依托通过工作器官而实现其欲望。欲望可能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制，内部压制来自躯体，外部压制来自社会。这种观点被称为欲望哲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精神分析学的神秘性，把人的本能的欲望冲动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他还提出用“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来取代“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认为精神分析将无意识理解为象征的表象，是某种主观的东西。而精神分裂分析则将无意识理解为“仅仅是机械性的和生产性的”，是一种物理的实在，而不是心理的东西。精神分裂不是一种疾病的生理状态，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潜在的解放的心理条件。它是主体摆脱资本主义现实原则，摆脱自我和超我的各种限制，反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精神分裂分析是后现代解放的基础。主要著作有《尼采和哲学》（1962）、《康德的批判哲学》（1963）、《差异与重复》（1968）等。与瓜塔里（Guattari）合著有：《反俄狄浦斯》（1972）、《千高原》（1980）等。


布列兹
 （Pierre Boulez，1925—）　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幼年学习音乐的同时，也以数学能力见长，这与他之后采用缜密计算的整体序列音乐手法有关。1943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受梅西安影响和启发，将音高、时值、力度、音色等所有音乐要素全面控制，发展出不同于新维也纳乐派序列思维的“整体序列主义”，并于1952年发表评论文章《勋伯格死了！》，与传统的序列主义决裂。此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无主的锤子》（1955）、《第三钢琴奏鸣曲》（1957）等。60年代后把事业重心放在指挥上，曲目也扩大到一般的经典作品。曾任美国克里夫兰、纽约爱乐、英国BBC等乐团指挥。其指挥和作品都表现出对于器乐织体细微变化和音色的敏感性，在音响上条理清晰，有一种寒风凛冽的美感。他还融合德彪西的音色、梅西安的节奏和凯奇的偶然性手法，创造出他所谓的“必然和偶然，自由和严格，数学和想象之间相互统一”的独特形式，重要作品有《层层皱折——马拉美肖像》（1962）、《碎裂—复合》（1969）及《祭奠马代尔纳》（1975）等。布列兹是当代音乐中理性主义的代表，至今仍坚持音乐自律—形式的最高准则。《今日音乐的思考》是他在1962—1963年间于美国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演讲稿，另有《学艺手记》（1966）、《随意与巧合》（1975）、《构思中的音乐》（1981）等。


福柯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194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攻读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1963年任巴黎大学哲学教授，1969年当选法兰西学院教授。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其中尤以癫狂、知识型、权力、话语、性欲最为突出，并以此展开其理论学说。（1）知识考古学。认为各个时代的思想、精神、意义、学说、知识不是纯时间性的单线性发展，而是空间的、断裂的和不连续的，任何知识形态（文献、思想等）均有自身的考古学时空层面和方位，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被分割开的实物、文物、纪念物。强调知识考古学研究的不是“知识”，而是“意见”；不是“真理”，而是“错误”；不是“思想形式”，而是“心意类型”（types de mentalité）。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描述性的分析，用语言学的方法把历史文献当作考古发现物进行陈述、分析，然后将这些纪念物、文物细分出更加原初的组成要素，找出它们的属性和关系，从而确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2）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语言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个要素。话语是语言中更为活跃，也更有意义的因素。它是一种功能，一种关系，其意义也在这些功能、关系中动态地产生、发展和变化。在这种动态过程的“话语”中，任何静态的结构和意义都已显得微不足道。认为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话语，它是某个社会集体依靠某种媒介将其意义在社会中传播。影响和控制话语的根本因素是权力。任何文化现象均带有“权力运动”的特征，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是通过掌控话语来完成的，掌握了话语也就是掌握了权力。（3）权力理论。该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Symbiose），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他的这种权力观直接影响了后起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主要著作有《疯狂的历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等。


鲍德里亚
 （Jean Baudurillard，1929—2007）　法国思想家，后现代理论的重要代表。早年受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与巴特共事，受其影响。70年代，从20世纪初期艺术形式剧烈变化的角度集中对波普艺术作了探讨，认为波普艺术之前的艺术都是建立在世界“有深度”的看法上的，而波普艺术则是艺术史上的一种转折，艺术变成纯粹的世界符号，尤其是消费符号的再生产，仿真（simulation）是其艺术形式。否认艺术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作用，把艺术对现存社会的妥协共谋当作目前环境的必需。80年代，从最新科技构成的当代环境出发，勾勒了由“符码”、“类像”、“仿真”所构成的全新经验领域以及全新历史阶段和社会类型。对大众传媒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对“类像”、“符码”、“符号”加以复制，共同塑造了一种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通过娱乐的“狂欢文化”复制大众口味、幻想和生活方式，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把大众塑造成“黑洞”，塑造成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大多数”；使个体在交流网络中成为终端和组成部件；使主体性、意义、隐私和内在生活的时代消失，淫秽、迷恋、晕眩、瞬间性和透明性的时代出现；削弱知识分子的地位，使之丧失批判职能。提出“超美学”的概念，认为在后现代，美学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失去了自主性与特殊性，“价值疯狂”超出一切边界与限度，从而使审美判断不再可能。主要著作有《物的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论诱惑》（1979）、《类像与仿真》（1981）、《致命的策略》（1983）、《冷漠的记忆》（1987）、《冷漠的记忆（第二卷）》（1990）等。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1930—2002）　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后现代理论重要代表。法兰西学院院士。1949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结识福柯、德里达等人。1955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同时在当地从事实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国后在里尔大学教书。1964—1968年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室中心主任，1968年起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1982年获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职位。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他致力于建构一种文化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超越了传统的主体/客体、文化/社会、结构/行为等二元对立，主张以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代替实体论思维，到结构与“习性”的交织作用中来理解实践。认为实践具有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生命，是一种人的“实际活动”（pratique）。习性是一个普遍地生成的组合体系，它塑造、组织着实践并生产着历史，而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一种人们后天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系统。提出“场域”的概念。认为场域是由附带一定权力（资本）的各种位置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客观关系的网络，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和运作、争夺、投入的空间，是人为的社会建构，是经历漫长的自主化过程才逐渐形成的。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两个过程。其美学思想体现出与社会学合流的明显特征。在思想背景上，他的美学观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观既存在趋同性，也存在差异性。他主张对艺术进行祛魅，拒斥定义式的传统本质主义艺术观。他运用社会学观点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进行解读，还原福楼拜时代的文学场，反思并解构纯粹美学。他强调文化场域的相对自主性，认为文化鉴赏能力来自后天教育与培养，文化资本受到阶级决定性影响。他还对现代大众媒体作过富于社会学美学意味的深入批判。其涉及美学和艺术思想的论著主要有《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79）、《艺术的法则》（1992）、《关于电视》（1996）等。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1930—2004）　法国哲学家、美学家。解构主义美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犹太人。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任该校哲学系教授。60、70年代多次赴美任霍布金斯与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影响并促成了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的形成。自1959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显示出与柏拉图、黑格尔、尼采、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梅劳庞蒂等人在思想上的密切关系。1967年他同时出版了三部著作，全面推出反传统的解构主义哲学理论，其中包括文本理论。认为文本是文字记号的系统、结构的总体，这种系统和结构有其独立的生命力，即文本自身的“能产性”。各种文字作品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无始无终、无源无本的。每一作品的意义应参照整个文字系统，甚至整个文化系统来理解。抨击“语词中心主义”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固定对应关系的传统观点，否定哲学史上寻觅终极能指词与终极意义（“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的一切努力，认为哲学本身可以被看成是一条各种文本组成的无限的延长线，每一文本都能反诘前人的观念，每一文本也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又为后人的攻击敞开了通道。这一观点动摇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根基。在美学和文学理论上，从语义是能指词之间无穷转换，语言是差异与延缓的永无止境的游戏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学文本也是一个具有差异与延缓的不确定结构。任何个别作品都没有独立稳定的存在，其意义取决于整体系统结构，这个整体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文学文本的信息传递，亦即无中心地到处“播撒”，文学的阅读即文学信码的译解工作亦即一个含混的、无限延缓和播撒的过程。这种分解式阅读即文本显露和生成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批评就是写作，它既分解文本，又创造文本。他用上述解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与作家的作品，抓住其中某些概念的内在矛盾，从分解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入手，一步步解构作为整体的全部作品。主要著作有《论文字学》（1967）、《书写与差异》（1967）、《言语与现象》（1967）、《论播撒》（1972）、《联系的补充：语言学前的哲学》（1979）、《类型的识别》（1980）等。


热奈特
 （Gerard Genette，1930—）　法国文学理论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该校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任教。在叙事学、符号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吸收托多罗夫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60—70年代发表《辞格》（一、二、三集）等作品，特别是其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认为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其“叙述关系学”是通过具体的作品对诗学的研究，也是对独立文本的阅读和批评，打破了诗学与评论的严格界限。他的叙事理论也非常重视叙事者的问题，对语式和语态的分类加以辨别和正名，否定了普罗普、托多罗夫等人采用的“视角”、“视野”等概念，改用相对抽象的“聚焦”，认为叙事作品所选择的视角有三种类型，即“非聚焦或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叙事作品中叙述者是不可忽视的首要因素，其变化影响作品的结构及其美学效果。《叙事话语》被视为叙事学的奠基作品之一。


麦茨
 （Christian Metz，1931—1993）　法国电影理论家，电影符号学的重要理论代表。1953年获德国文学专业学士学位。1966年起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任教。1971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巴黎大学、巴黎三大影视研究所任教授。1993年饮弹自尽。1964年发表论文《电影：纯语言还是泛语言？》，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电影分析，标志电影符号学的诞生。针对安德烈·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将电影看作是对现实的自然反映和对感知的忠实再现，麦茨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叙事样式具有语言特性。从最初记录现实转向后来叙述故事，电影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适合自身特性的叙事手法。它既是导演进行创作的手段，又是观众借以理解和接受电影的方式。电影叙事构成电影语言的外延，主要指影像与参照物之间的相似关系，而影像与参照物在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中产生的意义形成电影语言的内涵。电影的叙事以及由叙事引出的虚构时空、人物、事件等要素经安排后具有系统性。电影中的镜头画面有组合和聚合两种关系。组合关系带有更多的创造性，聚合关系具有更多局部的片段性。电影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单个镜头内部，而是基于多镜头组合构成的文本，组合关系体现出电影的叙事形式通过无数影片的程式和重复逐渐稳定后形成的固定形态。因此，电影符号学的研究重点就是电影外延的组合关系。1975年发表论文《想象的能指》，从结构符号学转向主体符号学，以拉康的镜像理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相结合研究电影观众与电影影像之间的心理关系。提出电影是“想象的能指”（imaginary signifier）。电影故事的虚构性和电影影像声音作为能指技艺的想象性决定了电影是想象的技术，不仅电影自身是对想象的表达，而且电影表达想象的手段也是想象的。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它与人的潜在欲望的关系。后研究兴趣转向电影与戏剧、文学、音乐、绘画等各门艺术的关系。他运用科学主义批评挑战传统的直观印象式批评，试图使电影批评理论精确化，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电影符号学家和最为深刻的电影理论家。主要著作还有《电影语言》（1973）、《无人称表述》（1991）等。


马舍雷
 （Pierre Macherey，1938—）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现为巴黎大学哲学系教授。提出“文学生产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文学是对意识形态的加工、生产；（2）这种生产不是对意识形态的模仿、反映或概括，而是对意识形态的诘难、反叛、偏离。他所理解的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生产思想观念的实践，是对人的意识的加工，是用想象性的关系来规范现实生活。认为文艺不是创造，而是对于意识形态的生产，经过加工后的作品在形态和功能上已与意识形态有很大的不同。成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在改变形式后，可以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控制，“文学通过使用意识形态而向意识形态挑战”。主要著作有《文学生产理论》（1966）、《反映理论》（1976）、《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1976）等。


托多罗夫
 （Tzvetan Todorov，1939—）　保加利亚裔法国文学批评家。法国结构主义美学主要代表之一。提出“语法说”，认为在人类心灵的深层次上存在着一种构成人类共同经验基础的普遍语法，它作为一切语言的基础，是所有概念的源泉，甚至能把人本身明确地规定出来。它与世界本身的结构相同，并决定了世上的一切语言和指示系统，具有普遍性。文学艺术是一种指示系统，在其中也可以发现抽象的语言形式的印迹。文学中也存在着一种叙述的“语法”，单独的故事最终都来自这种语法。他的这一理论区分了叙述的三个方面：语义方面（即内容）；句法方面（即各种结构单位的组合）；语词方面（即对具体的词、词组的使用）。对薄伽丘《十日谈》中各个故事所作的句法分析揭示了结构的两个基本单位：陈述和序列。认为陈述是句法的基本要素，它包含那些作为叙述的基本单位的不可简化的行为；序列则是构成完整而独立的故事的各种有关陈述的汇集和排列。陈述和序列本身起着句子和段落的功能，构成整个叙述和作品。用语言学的语法模式分析故事，把故事的语言本质推到最突出的地位。认为文学作品归根到底是关于语言的作品，它们的媒介就是它们的信息。对文学的研究最终能促进对语言的研究。认为一切作品都是受其他作品的启发而产生的，是对事先存在的作品的世界的一种反应，这个世界因而就以自己的言语作为语言而存在着。但文学结构和其他结构不同，它允许言语修正语言。提出建立一种称之为“阅读”的新方法，即把对个别作品的密切关注同一切对作品诗学的较全面的认识结合起来。阅读把个别作品看作自主的系统，并处在与更大系统相联系的关系中。读者在解释活动中不是寻找文本的“隐蔽的”意义，而是关心意义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和文本作为一个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具有改变它所蕴含并创造的整个系统的潜能：它修改它所包含的东西。文学文本能够颠覆它所继承的语言系统，它不仅展示这种语言的独特形式，而且还扩展和修改这种语言。其结构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观点对整个结构主义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其关于阅读活动的观点，为巴特所吸收。主要著作有《文学与指示》（1967）、《〈十日谈〉的语法》（1969）、《散文诗学》（1971）、《结构主义诗学》（1973）等。


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1941—）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女权主义批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原籍保加利亚，大学时学习文学，曾担任过报纸记者。1966年留学法国，毕业后定居法国。在巴黎曾得到了托多罗夫、巴特等结构主义大师的指导，后加入法国后结构主义团体“太凯尔”，成为主将之一。1974年曾访问过中国。作品带有很强的女权主义的色彩。（1）着重分析了文化、语言中存在的对于女性压抑、排斥的现象。认为在语言和社交中女性没有丝毫的地位，“女人”这一词语的界定带有贬低女性的意味。主张女性不可界定边际地位，以此模糊男女的明确界限，消解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2）提出一种对男权中心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学。认为象征秩序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秩序相联系，而符号学则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女性密切相关，符号学具备了解构父权制二元对立的女权主义的意义。（3）重视母性的意义，认为女人生儿育女并不意味着不能从事专业的工作，将母性看作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挑战，怀孕和生育的过程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和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其女权主义符号学具有消解男性中心主义和主客两分的革命性意义。主要著作有《符号学》（1969）、《诗歌语言革命》（1974）等。

德国


尼古拉（库萨的）
 （Nicolaus Cusanus，1401—1464）　德意志哲学家。先后就读于海得堡大学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1448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1460年在意大利北部任主教。反对经院哲学正统派学说，认为必须依靠经验，发展实验科学，才能使人类认识趋于完善。从泛神论出发，认为宗教真理不是通过烦琐的理论所能达到；人们只能在经验中接触自然，研究自然。在美学上，提出美包含着统一、差别和联系三种因素。美首先表现在比例与和谐的形式上的无限统一中；这种统一的逐渐展开产生了善与美的差别；在美向善的升华过程中，这种统一与差别又产生出新的联系，这一联系是通过爱的方式来实现的，爱是美的终极的顶峰。强调美是多样性的统一，认为建立在统一性基础上的美必须以多样性为前提，只有“多样性的统一”才真正表达了美的本质。驳斥了关于美的不同等级的观念，指出高级的美与低级的美、绝对美与相对美、感性美与神性美的标准没有任何意义，美的一切形态都完全是等值的。认为艺术家不仅模仿自然，并且修正自然以适应人类的需要，艺术不只是一种模仿，按其质来说更是一种创造，艺术创造着一切事物的形式。他的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美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代表著作有《论美》、《论理性》、《论智慧》、《论推测》、《论有学问的无知》等。


丢勒
 （Albrecht Dürer，1471—1528）　德意志艺术家、文艺理论家。西欧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初从其父学金工，后随瓦格莫特（Michel Wolgemut，1434—1519）学绘画与木刻。整个创作年代正值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运动，在绘画和版画中塑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现实主义形象，充满人文主义和反中世纪宗教世界观的精神。1528年出版《人体比例研究》一书，认为几何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强调美来自于比例，比例创造和谐，“一物与另一物发生和谐的关系就是美”，正确的比例来自于自然，违反自然的东西是丑的。反对过度，主张适度，把比例保持在过大与过小之间的某种中间状态。主张美的观念的相对性，认为没有一个唯一完满的比例存在，比例是多样的，美亦具有多样化的形式，认为忠实于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原则，“艺术作品越是与生活相符合，它就越是优美和真实”，“真的艺术包含在自然之中，谁能发掘它，谁就能掌握它”。但人对自然要有选择，艺术不能离开艺术家的创作才能。主要著作还有《尺度指南》（1525）等。


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　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美学家。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获阿尔多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676年起在汉诺威王室供职。1700年创办柏林科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哲学上受到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等人的影响，建立起“单子论”的理论。认为单子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是构成世界的基础。认识论上，认为人的认识可分为“朦胧的认识”和“明晰的认识”两种，前者是处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半意识或下意识状态的认识，后者是认识的最高阶段。人们的知识常处在这两种认识的中间。后者又可分为“混乱的认识”即“微小的感觉”（感性的）和“明确的认识”（理性的）两种。在美学上，认为美感是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感觉，是无数微小感觉的结合体。审美趣味或鉴赏力即由“微小的感觉”所组成，是某种接近本能的东西，人们只能通过心灵而不是通过理解力去感觉它。认为艺术可以对人进行虔诚的教育，增强人的美德和宗教观念，但又赞同艺术快乐有害说，认为人们观赏拉斐尔的画“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他一方面把审美限于感性活动，另一方面又把审美看作是以感觉形式出现的理性，认为任何艺术活动都有形而上学的原因，一切美都是上帝光辉的一种发射物，音乐和谐象征着上帝为现实世界所拟定的最为美好的蓝图。在《单子论》（1714）中，他提出“预定的和谐”这一概念，认为世界是由钟表匠——上帝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一架钟，它完满地体现了和谐是寓杂多于整一的原则，因此是最美的。其美学思想在某些方面吸取了奥古斯丁的观点，与英国舍夫兹别利有相通之处。后沃尔弗将他的理论系统化和通俗化。他对“明晰的认识”所作的区分，孕育了鲍姆加通1750年为美学正式命名的思想萌芽。主要著作有《人类理智新论》（1704）等。


沃尔弗
 （Christian Wolff，1679—1754）　一译“伍尔夫”。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就读于耶拿大学。1707年在哈勒大学任哲学教授，1736年任马堡大学教授，1743年任哈勒大学校长。哲学上继承莱布尼茨的观点，并系统化为一种神学目的论。强调以逻辑学作为哲学基础。在美学上，把客观事物的完善和它在主观上产生的效果相联系，提出“完善”（Perfection）这一概念。认为“完善”是指对象的完整无缺、整体与各部分互相协调。美就在于一件事物的完善，美是一种适宜于产生快感的性质，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完善。把心理现象归结为灵魂的特殊能力，用事物在人心中产生的感觉作为分辨美丑的标准，提出“产生快感的叫做美，产生不快感的叫做丑”。其思想是莱布尼茨学说的系统化和通俗化，直接影响了其学生鲍姆加通的美学研究。鲍姆加通融合沃尔弗的“美在完善”说和莱布尼茨的“混乱的认识”说，提出美即感性认识的完善，使“美学”这门学科得以正式出现。主要著作有《关于上帝、宇宙和灵魂的理论思维》（1720）、《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维》（1712）、《经验心理学》（1732）等。


伍尔夫
 　即“沃尔弗”。


高特舍特
 （Johann Christoph Cottsched，1700—1766）　德国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1714年入哥尼斯堡大学习神学、哲学和文学。后任莱比锡大学教授。参加创办德国知识界刊物《道德周刊》，发表文章宣传英国的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介绍法国优秀古典主义戏剧，提倡以高乃依、拉辛的悲剧为楷模，强调戏剧应严守“三一律”，遵循理性原则，引起了改革德国戏剧和建设戏剧理论的要求。他的戏剧主张吸引了许多人集中到莱比锡，形成德国启蒙运动前期的“莱比锡派”。美学上，追随布瓦洛，崇尚理性，要求文艺以教育人和改善道德为目的。片面强调理性，否定文学的审美趣味，反对文学中的想象作用，以古典主义标准衡量一切。他的理论不符合德国从中世纪以来偏重情感、想象以及表现自由和奇特的民族传统，但为德国语言风格的规范化、民族化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批评的诗学》（1730）等。


鲍姆加登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　一译“鲍姆嘉通”。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曾就学于哈勒大学，后任哈勒大学副教授、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教授。1735年在其学位论文《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中，首次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1750年正式用“美学”（Aesthetics）这个术语来命名他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美学从此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他因此而获得“美学之父”的称号。他从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出发，认为“混乱的认识”也是人类认识的一种，应有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人类的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三部分，“知”（理性认识）由逻辑学研究，“意”由伦理学研究，而“情”（感性认识）应建立美学来研究。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感官认识到的美”，这种美不能脱离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同“对象与物质的美”有严格区别。“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就是美，否则就是丑。美学既是一种认识论，又“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的理论。”把艺术理论有机地融入美学研究之中。认为艺术创作和审美知觉是一致的，它要求以灵感、迷狂状态和热情为前提，并要求艺术家要有天赋的审美能力，包括敏锐的感觉、想象、洞察力和鉴赏力等。主张艺术应模仿“最完善”的自然。认为艺术作品要达到美，必须内容丰富、伟大、真实、明晰、可信。诗的真实是可然性的真实，即可能性和可信性的真实，不同于逻辑的真。诗可以虚构、幻想，但虚构的真实不如自然界的真实完善，诗和艺术都低于自然。重视审美对象的具体性和情感性，认为个别事物在内容上比普泛概念丰富；情感越强烈，激发的观念或意象就愈明晰生动，富于诗的性质。这些观点反映了古典主义向资产阶级性的浪漫主义的转变。后来德国哲学家对美学的态度，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他的启发。他把美学对象限定为感性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从康德到克罗齐这一在西方影响最大的美学派别的发展方向。主要著作还有《形而上学》（1739）、《美学》（1750）等。


温克尔曼
 （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　德国艺术史家、美学家。青年时受过神学教育，曾在柏林、哈勒学习。1755年发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一文，得到萨克森国王的赞赏，资助他去罗马研究古代艺术，后定居罗马。在美学上，把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联系起来，为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倾向于美在形式，认为艺术的优点在于姿态优美、和谐与均衡。主张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把发展观点带进艺术史的研究，认为艺术随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风格，产生不同的美。以艺术风格的变革为依据，把希腊艺术史分为古朴风格时期、崇高风格时期、秀美风格时期、仿古时期。推崇崇高风格，把崇高与秀美作比较，认为秀美是妩媚，是人体动态的美，崇高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是美的最高理想。提出静穆美的概念，认为表情是静穆美所必需的。还论述了美的两种类型：“纯洁的美”和“表现的美”。前者要求统一，呈现为静穆和适度；后者强调多样，多呈动态。温克尔曼首创对艺术史进行研究，加强了艺术的历史发展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赫尔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他通过研究希腊艺术，把西方美学家的视野由单纯的诗学研究扩展到造型艺术领域，加强了不同种类艺术的比较研究。但他并未真正了解希腊历史和艺术的内在冲突和矛盾，形而上学地把古希腊艺术作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典范。主要著作有《古代艺术史》（1764）等。


祖尔策尔
 （Johann Georg Sulzer，1720—1779）　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家。他写了大量哲学和美学著作，其中《美术的一般理论》（1771—1774）以美学词典式样写成，包括诸如“模仿”、“审美趣味”、“理想”等大量美学概念、术语和范畴的定义和述评，反映了他的美学观点。认为审美趣味是艺术创作的主要手段，他把审美趣味与理性和道德感等量齐观，认为审美趣味是认识美的一种能力，是一种内在感觉，借此可以获得审美快感。认为艺术最高的理想是排除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描绘抽象的概念。认为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是模仿的典范和标准。根据模仿的不同的创作特性可把艺术家分为三类，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家是最高一类，他们从自然的个别要素中以天才的创造力创作出自然中所没有的理想形象。主张为了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尽可能地模仿希腊的典范。主要著作还有《关于自然美的对话》（1756）、《美术的起源、真正的本质和最佳的应用》（1771）等。


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奠基人。生于哥尼斯堡（Königs-berg，今苏联里加）。1740年秋考入哥尼斯堡大学，钻研数学、物理学和哲学，1747年毕业后在哥尼斯堡城郊的乡村当家庭教师。1753年起任教于哥尼斯堡大学。1770年晋升为教授。1786年一度被推选为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哲学思想上受到笛卡儿、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登等大陆理性派哲学和培根、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派哲学影响，对其批判哲学形成影响最大的是牛顿、卢梭和休谟。康德哲学以1777年为界，分为前批判期和批判期两个阶段。前批判期潜心研究自然科学，1755年出版了《宇宙发展史概论》，“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366页）。批判期先后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重要著作，“打破了教条主义的迷梦”（《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导言》），开始建立批判哲学体系。其美学思想的发展和分期与其整个哲学并不完全一致，大致可分为前批判期、过渡期和批判期三个阶段。1764年前为前批判期，这一时期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美感和崇高感是人所固有的情感素质，这种素质在不同的人身上有很大差异，同一种美或崇高的事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引起不同的感受。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考察了不同的个人、性别、气质、种族在美感和崇高感上的区别以及与此相关的审美现象。他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偏重于感性直观的现象描述，没有批判期那种抽象的哲学思辨和逻辑推演，伦理学、心理学、性心理学和人种学的成分很重，但已提出美感的根源在主体，美感与崇高感的本质区别等批判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他把审美与道德、心理气质、性别、种族等联系起来，描述了许多具体的审美—伦理—文化现象。1764年到1787年为过渡期，这一时期康德的美学思想沿着由审美现象的观察到趣味的批判，由后天经验到先天原理的方向发展。着重从人类学角度研讨人的本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形象思维、审美心理、趣味的本质和变例、艺术的意义、诗歌创作以及主要的美学范畴等问题，开创了人类学美学的先声。研究方法上既有现象描述，又有思辨分析，既重视经验材料，又提出先验原理，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1787年起进入批判期，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是从其批判哲学体系需要出发。批判哲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知识何以可能，为此他写了《纯粹理性批判》，研究人的认识能力、自然概念、现象界，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属认识论；后又写出《实践理性批判》，研究人的意志能力、自由概念、物自体，探讨人的意志能力和伦理道德，属伦理学。认为现象界与物自体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前者对后者不能施加影响；后者却应该对前者产生影响，即“自由概念要在感性世界实现由自己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判断力批判》导论二），为此两者必须联系起来。康德最终找到了“判断力”（包括审美判断力和审目的判断力）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中介，写出《判断力批判》，试图用美学把认识论与伦理学结合成一个整体。批判期美学摆脱了前批判期的感性直观特点，着力于抽象的概念推演，力图为审美判断提出一些先验原理。他着重研究了美和崇高的主体根源，也论及艺术问题。在分析美时，提出鉴赏判断的四要点。在分析崇高时，则从美和崇高的异同比较开始。认为美和崇高都令人愉快，两者的判断都是“反思判断”，具有普遍有效性。但美在于对象的形式，是不确定的知性概念的表现，引起快感。崇高则在于对象的无形式，其根源在主体的心中，崇高感中带有恐惧和不愉快。提出崇高又分“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认为由美过渡到崇高，也就由客体过渡到主体，由自然过渡到人，由认识过渡到伦理，由“理论理性”过渡到“实践理性”，由判断力联接两者的工作也就此完成。在分析崇高的时候，康德得出了与美的分析中完全不同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结论，表现出其美学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关于艺术论，康德把艺术同自然、科学、手工艺作了严格区分，集中研究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的天才问题，认为天才（1）是独创的，（2）能够成为范例，（3）是与生俱来的，（4）能够替艺术制定法规。把艺术划分为语言的艺术、造型的艺术、作为自由游戏的艺术三类。还提出了“鉴赏的二律背反”，表述并试图解决美学中的内在矛盾。总起来看，康德前批判期美学是经验论的美学，过渡期的美学是人类学的美学，批判期美学是先验论的美学。康德的美学思想同其批判哲学一样，在历史上处于枢纽地位，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美学流派在这里汇合，又从这里分流出西方现代和当代美学的一些重要流派。继康德之后而起的德国美学理论，如费希特的“理智直觉”，谢林的“无意识的”天才创造，席勒的“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黑格尔的“美的理念”，叔本华的审美的“纯粹主体”，克罗齐的“直觉即艺术”等，都与康德美学有某种联系。当代西方许多重要美学流派如自然主义美学、表现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符号论美学等也都与康德有某种或正或反的关系。康德美学对整个西方近、现代美学发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主要美学著作还有《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1764）、《实用观点的人类学》（1798）等。


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　德国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17岁进莱比锡大学。后曾在柏林担任报刊编辑工作。因生活窘迫，先后当过将军秘书、公爵的图书管理员等。1767年任汉堡民族剧院剧评和顾问，为建立德国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其美学观点主要集中在《拉奥孔》（1766）与《汉堡剧评》（1769）中。从雕塑群象拉奥孔的表情和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在《伊尼特》中所描写的拉奥孔的形象谈起，研究造型艺术和诗的不同特质、效果和相互补充等问题。论述了诗与画的特点和区别。认为画与诗的共同点是模仿自然。绘画、雕刻以色彩、线条为媒介，诉诸人的视觉，它们擅长的题材是并列于空间中的全部或部分“物体及其属性”，其效果在于描绘人物性格及其特征；诗则以语言、声音为媒介，诉诸听觉，它擅长的题材是持续于时间中的全部或部分“事物的运动”，其效果是展示性格的变化与矛盾以及动作的过程。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刻和作为时间艺术的诗可以突破各自的界限而相互补充。绘画、雕刻可以寓动于静，诗可化静为动。这一思想划清了诗画的界限，提出了美学上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给以后关于形象思维的理论研究开辟了道路。主张艺术的真正目的在于追求真实，在现实中发现美，描述美。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认为戏剧可以教育和影响观众的精神世界，是“法律的补充”。指出戏剧是比其他艺术更重要的高级艺术，戏剧作家不仅要依靠感觉，还要依靠思维，把自然中的“内在真实性”升华为艺术的真实。认为人物性格比情节更重要，戏剧的教育作用是通过人物性格的示范达到的。刻画人物性格和安排情节应以“内在的可信性”为原则。主张以市民戏剧代替贵族戏剧，要求作家到民间去写出平民生活的真实。强调悲剧应通过怜悯（包括恐惧）净化感情。怜悯在于唤起人对同类的同情，净化在于把感情转化为符合道德的心理习惯，认为通过情感净化更有利于道德的提高。其戏剧理论主要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净化说”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其理论使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得到更大的发展，为18、19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曾给他以高度评价。


门德尔松
 （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　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著名作曲家门德尔松的祖父，康德的挚友。在哲学上偏向于理性主义，认为应当有合理的神学和理性的宗教。主张经验和感觉是知识的来源，把理性与常识相结合作为达到真理的途径，反对康德哲学。主张自然神论和灵魂不死，宣扬神的独立。在神学上，论证了良心的自由，认为国家没有权力干涉个人的宗教信仰，宗教的效益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美学上，是鲍姆加登的信徒，认为美感来源于对感性的“赞赏”，它与理智和欲望有区别。美学上的完满是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主观的，人的主观的完满代替客观的形而上学的完满仅在上帝那里存在。认为快感的第一种形式是感官的愉悦，第二种形式是可感觉到的审美事实，即多元中的同一，第三种形式是完善和多样中的统一。认为悲剧的目的在赞美主人公的行为，而不在于对主人公怜悯与恐怖，但这种赞美是一种混合的情感。主要著作有《哲学谈话》（1755）、《论形而上学的证明》（1763）、《斐多或论灵魂不死》（1767）、《耶路撒冷》（1783）、《晨更或关于上帝存在的讲演》（1785）等。在最后一书中，开始使用“自在之物”和“自为之物”两词。


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　德国艺术批评家、哲学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康德的学生。1764年开始文学活动，旅居法国时，研究法国文学。后曾任公爵府邸的牧师。在歌德资助下，到魏玛任小公国的教会总监。广泛阅读启蒙主义者莱辛、卢梭、狄德罗的著作，对自然科学也怀有浓厚兴趣。其文艺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1）提出“诗力说”，强调感情和想象在诗歌中的作用，要求诗人以主观的感情力量感染读者。（2）指出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源泉。认为民族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必须建立本民族自己的文学。民族文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专制主义会引起鉴赏的专制主义。在文学批评上，强调移情的批评概念，主张批评家要设身处地地积极地对待作家的作品。（3）艺术在人道的教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人人道化是艺术的唯一目的，在此基础上高度评价希腊艺术，颂扬艺术是人类的形而上学，第二造物主。（4）认为美是真的感性显现，没有真就没有美，没有美也就没有真。美感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在个人和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变化着和完善着。真善美是统一的，内容和形式在真善美的表达上也是统一的，反对康德形式主义艺术观。（5）强调美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感性形式。典型除了要达到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之外，还应体现某种哲学上的共性，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典型。主要著作有《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断片》（又译《论德国现代文学片断》，1766—1767）、《批评之林》（1769）、《论语言的起源》（1789）、《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807）和未能完成的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等。


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　德国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1765年入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1770—1771年在施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775年受魏玛大公邀请担任魏玛公国枢密院顾问、军备大臣和筑路大臣等职。1866年起创作并发表诗歌、戏剧作品。1794年与席勒定交，此后十年两人密切合作，互相支持，在创作和理论上都获得了重要成果。在创作上，歌德经过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较深刻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等阶段。早年曾醉心于法国新古典主义的艺术趣味。1770年去施特拉斯堡，受赫尔德影响培养起对德国民间文学、莎士比亚、荷马的爱好，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并参与领导了“狂飙突进”运动，成为浪漫主义者；1786—1788年和1790年两度游历意大利，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一定意义上离开浪漫主义，回到更深刻的古典主义立场上。创作巨作《浮士德》悲剧第一部，叙事诗《赫尔曼与赛绿苔》等，同时开始对当时有影响的浪漫派持批判态度，主张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起来。晚年提倡一种近似于现实主义的古典主义，完成《浮士德》悲剧第二部等。在美学上，对于艺术和自然的关系，主张艺术家“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希腊神庙的门楼〉的发刊词》）。但反对自然主义，认为艺术不同于自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对自然实行全盘模仿；艺术家努力创造的不是自然作品，而是一种完整的艺术作品；艺术应从自然的宝库里选择对人有价值的和有味道的那一部分，从对象中取得“具有意蕴，显出特征，引人入胜的东西”，表现艺术家的心灵，创造一种“第二自然”。艺术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与爱克曼谈话录》）。在典型化问题上，主张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即从个别具体事物出发，抓住它的特征，抓住本质和规律，舍弃偶然的非本质的方面，使理性从特殊的形象中显示出来，达到理性与感性、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显示出普遍真理。歌德称这种方式为“象征”，并认为它特别适宜于艺术。在艺术理论的研究中涉及对美的看法，认为美有两方面要素，一是“特征”或“意蕴”，即内容，另一是艺术处理，即外在的形式。内容经成功的艺术处理，获得适当形式才达到美。事物要达到美，事物的各部分须符合它的目的性，即个体要符合同类事物中最完善、最能显出特征和本质的方面。强调艺术是有生命的、健全的、完整的，这也就是美。其美学思想中含有丰富的辩证观点，对后代美学产生过积极影响。比他稍后的黑格尔就从他那里受到启发，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著名命题。一生著作甚丰，1887—1919年间出版的全集达一百三十三卷，与美学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论德意志建筑艺术》（1772）、《温克尔曼及其时代》（1805）、《谈不完的莎士比亚》（1813）、《箴言与回忆》、《诗与真》（1831）、《与爱克曼谈话录》（1836—1848）等。


福斯特
 （Georg Forster，1754—1794）　德国思想家、作家和美学家。曾随父亲与英国探险家一起周游世界。曾任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积极支持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94年牺牲于巴黎的断头台上。恩格斯称他为德国优秀的“爱国志士”。在美学上，批评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观，提出确定美的定义，首先应寻找形成美的客观条件，如完整、和谐、完善、优雅、协调、相称，当它们集中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中时，便构成美；其次应肯定审美主体的主观作用，人的美感是在审美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想象和感情在起作用。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坚持“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认为自然界、现实生活是第一性的，艺术来自自然，但反对单纯的模仿和简单的重复自然，主张借自然材料表现“更高级的美”。指出艺术不同于哲学，在艺术创作中想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化，认为具备了温和的气候、有利的地理环境和自由的国家制度，才使“这个幸福的小国”艺术得以繁荣。但他却简单地以这种观点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认为艺术不仅要给人以教育，而且应宣传进步思想，鼓舞人们去斗争。文艺作品主要有《莱茵河下游景色》、《环游世界》，是德国最早的报告文学。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见于《英国艺术史》、《艺术与时代》等论文，还散见于游记、日记和通信中。


席勒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　德国诗人、剧作家和美学家。1773年入军事学院，初学法律，后改学军医。在校期间研读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和其他“狂飙”诗人的作品，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779年去符腾堡做军医。1787年后转向历史和哲学研究。1788年由歌德推荐，就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与歌德交往甚密。美学思想主要包括：（1）关于美与审美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认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审美教育书简》），审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条件。他把美和审美看做改造人、改造社会的重要的、唯一的手段，认为理性王国的建立需要有理性的人，要造就理性的人，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审美教育。为了把人的理性和感性统一起来，恢复完整和谐的人性，必须借助于美。（2）关于美的本质。认为人有两种自然要求或冲动即“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或“理性冲动”。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物质世界，是最广义的生活，形式冲动的对象是事物形式方面的性质及其对人的认识功能的关系。这两种冲动在人身上分裂、对立着。要统一这两种冲动，使人达到最完满的存在和高度的自由，需要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对象是前两者的统一，称为“活的形象”，即“现象的一切审美的性质”，亦即“最广义的美”。美作为活的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物质与精神的统一。（3）关于艺术美。认为有两种艺术美：一是选择的美或质料的美，是自然美的再现；二是表现的美或形式的美，是自然的再现。前者在于表现什么，后者在于怎样表现；前者注重于自然中美的条件，后者注重于艺术的特性。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才是伟大的艺术家，而后者对艺术家更重要。认为艺术创造有三个因素：被表现的对象（素材、题材）；表现的媒介或质料（大理石、演员的躯体、词语）；艺术家。要使艺术品表现自由，获得美的特性，必须使质料消融到形式中，使现实消融在形象显现之中。由此进一步认为，艺术家能将本身的独特性消融在作品形式中，表现便有了最高的独立性和纯粹的客观性，作品便获得最好的风格，这就是艺术的最高原则（见《审美教育书简》）。（4）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认为素朴诗与自然融为一体，表现现实，是现实主义（在此与古典主义同义）；感伤诗追寻自然，表现理想，是浪漫主义。他预示了两种诗由对立而达到统一的可能性，但没有详加讨论。（5）关于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是对于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令人哀痛的事件（一个完整的行动）的艺术模仿，其目的是激起我们的怜悯”（《论悲剧艺术》），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相似，但具体内涵不同。席勒以崇高感为基点导出悲剧艺术，认为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令人恐惧的悲痛事件，从自然角度看是不合目的的，但从人类精神的角度看，如果这些事件来源于人的自由、理性、道德、尊严、义务等更高的动机，那它们就具有更高的合目的性和更强烈的魅力。提出为了引起怜悯和同情，悲剧所模仿的行动必须有：生动性，通过别人来叙述和描写，努力使悲剧所模仿的行动充满生机，具体可感；真实性，悲剧的怜悯与同情必须以心灵状态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即真实性为前提，这种真实性是客观的真实性；完整性，把一系列个别事件、观念、意识、感受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满的整体；持续性，为了消除观众的疲劳，必须使悲剧情节保持连续的变化和更新。其美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康德美学的弱点，强调了美的客观性；首次指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反映现实，浪漫主义的特点在于表现理想；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了最初步的人的自我异化的思想；论证并预言将有一种高于“物质的人”的“审美的人”出现；创立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但席勒没有看到单纯用审美教育的手段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美学观点仍带有脱离社会实践的因素，在一些著作中还透露出消极思想。其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阶段。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黑格尔、施莱格尔、叔本华、尼采等都从不同方面吸收了他的美学成果，马克思早期的美学思想也受过他的启示。主要美学著作有《论美》（致克尔纳的七封信）（1793）、《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1791）、《论悲剧艺术》（1792）、《论优美和尊严》（1793）、《论激情》（1793）、《审美教育书简》（1793—1794）、《论素朴诗和感伤诗》（1795）、《论运用美的形式所必有的界限》（1793—1794）、《论崇高》（1793—1794）等。


希尔特
 （Luiqi Hirt，1759—1839）　德国古代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对艺术具有渊博的知识，经常为席勒与歌德合作主办的评论《季节女神》撰稿。提出美在特征说，用以反对理想美的学说。认为理想美的原则在于表现对美的从属和冲淡，美在特征的原则则可普遍运用于神、英雄和动物。特征就是“形式、运动、姿态、仪容、表现、地方色彩、光和影、浓淡相照及体态所由分辨的那种确定的个性，这样的分辨当然要按照所选事物的具体条件”（见克罗齐《美学史》第七章）。他亲自考察了许多古迹，认为这些古迹表现了美的、丑的和最平淡的所有形式，认为“古代艺术的原则不是客观美和表情的柔和，而只是富于个性的意蕴，即特征”（见鲍桑葵《美学史》第九章第三节）。其美在特征说提出了一个同“美的观念”相对比的观念，并力图从分析对象的具体个性中摆脱客观美的抽象性，在艺术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主要著作有《古代造型艺术史》（1794）等。


费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之一。曾先后就读于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1794年起任耶拿大学教授。1810—1812年任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早年拥护法国革命，发表激烈的反封建言论，19世纪开始思想转为保守妥协。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主观唯心论，建立起“自我哲学”体系。以“第一的和绝对无条件的”“自我”为出发点，提出“自我”是独立无依的，“非我”（即客观存在）是由“自我”创造与设定的，是“自我”活动的结果。“自我是一切实在的源泉。只有通过自我，并与自我一起，才得出了实在这个概念”（《费希特全集》第1卷）。认为“自我”不是个人的、经验的“自我”，而是绝对的、普遍的人类“自我”，但这并不改变主体派生客体、思想产生存在、精神创造物质的唯心主义路线。但他强调“自我”的能动作用，注重“自我”的“行动”和“实践能力”，包含了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指出：“并不是理论能力使实践能力成为可能，相反地，是实践能力才使理论能力成为可能（理性本身纯粹是实践的，只有把自己的规律应用于限制着自己的非我，才成为理论的）。”（《费希特全集》第1卷）费希特的美学观点以他的“自我”哲学为基础，把美和美的事物，看成是主观心灵的产物。否认美有客观性，认为美完全依附于“自我”，审美判断是一种由“自我”设定的、与自身同一的、在寻求审美理想中建立起来的无限的正题判断，是没有客观前提的。关于音乐美，认为：“声音的合奏与和谐并不存在于乐器里面；和谐只存在于听者的心灵里面，听者把那杂多的声音在自己心里结合为一；而如果我们不把这样一个听者设想进去，和谐就是根本不存在的。”（《知识学导论》第一篇）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和美学为德国19世纪初期消极浪漫派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提供了精神支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知识学基础》（1794）、《论学者的使命》（1794）、《知识学导论》（1797）、《人的使命》（1800）等。


洪堡
 （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亦译“洪堡特”。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贵族家庭出身。长期担任普鲁士行政、外交等方面的职务。1809年任普鲁士教育大臣，创办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与此同时，始终从事语言学研究，对语言的本质和发展提出独创性见解，认为语言是活动本身，而不是活动的产物。语言是一种不断重复的、使按音节发出来的声音能够表达思想的智力活动。语言具有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人们借助于这种力量达到对实在的了解。语言的形成不是理性活动，不具有目的性和意向性，而同艺术品的创作相类似。每种语言都有它们自己的结构，语言结构的多样性反映出智力水平的差异。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特征，语言是人类情绪的摇篮、家乡和住地，因此在语言里包含和隐藏着人类的情绪。主要著作有《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3卷，1836—1840）。


施勒格尔，A.W.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　德国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为“耶拿派”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曾参与合编刊物《雅典女神殿》。在文艺理论上系统阐述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划分了古典和浪漫的界限。在美学理论上，反对“艺术和美学科学”的提法，认为科学理论的严谨性、功利性、理智性与美的游戏性、无功利性、感性是完全对立的。强调艺术中的美感具有被动性和主动性。认为从审美始于审美对象看，美感是被动的，从审美是心灵内部的活动看，美感是主动的。实际上从没有什么东西是从外进入心灵内部的，心灵无非是纯粹的“活动”。主要著作有讲演录《论美的文学和艺术》（1801—1804）、《论戏剧艺术和文学》（1809—1811）等。


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rmacher，1768—1834）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近代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曾在巴比城神学院与哈勒大学就读。1804年起先后在哈勒大学与柏林大学任神学教授。哲学上认为人类科学研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辩证法研究本体论；物理学研究自然事物；伦理学研究人的所有自由活动，如思维、道德、艺术、宗教、语言等。认识论上受康德哲学影响，力图探讨人对事物正确理解和有效解释的可能性的普遍条件，改造了古典神学阐释学，建立起近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阐释学。提出由于时间和距离，人们对历史上种种文本的理解必然发生误解或偏差，对历史文本的正确阐释须建立在克服历史距离，消除偏差、误解，接近文本原义的基础上，解释者必须借助于种种历史材料重建起文本源出于其中的历史情势与生活处境，才能正确、有效地解释文本作者的原来意义，从而使古典阐释学有了认识论意义。认为美学是广义伦理学的一个方面，主要研究伦理学中的艺术活动。艺术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在内在的活动中要求差异性的活动”。艺术只表现个别意识的真实，真正的艺术品是“内心的意象”（das inner Bild），从艺术中不会得出知识。认为艺术是自由创造力的活动，不能把艺术同感性意识（快感和痛感）及宗教混淆起来。艺术活动与梦的状态极为相似，艺术家在白日梦中创造出很多意象，其中力量强大的意象成为艺术作品，其他的则作为力量强大的意象的模糊背景。在梦中可以找到艺术的所有本质的因素。艺术与梦的区别仅仅在于梦不需要技巧。艺术的实质是不涉及实践的和道德的效果，评判一件艺术品的标准是其艺术的完善与否，一件艺术杰作和最不起眼的阿拉伯式花纹，如果它们都是完善的，可以具有相同的审美价值。还把阐释学理论运用于艺术作品的阐释问题，认为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根植于作品产生时的具体环境和关联中，对艺术作品的有效理解和解释，应通过重建作品诞生时的历史环境与具体关联来实现。提出理解艺术作品同理解其他事物一样，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只有理解了整体才能理解部分，而整体又由部分构成，理解就是不断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返回整体的循环过程。这种循环有主观的和客观的两方面，充分的理解只有在客观的和主观的整体中才能产生。指出接近作品原义的方法是设身处地重建文本的历史关联，在“顿悟”中达到理解的充分实现，完全回复并沉浸于作者的精神之中，由此消除理解艺术作品文本的一切历史距离和难解之处。其美学学说长期被人忽视，但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则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关于艺术与梦的理论在一个世纪以后的弗洛伊德的学说中产生回响，关于艺术解释的理论给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解释学美学以重要启发。他遗留下来的唯一美学著作是《美学讲座》，由其学生收集，并在他死后于1842年在柏林发表。


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宾根大学哲学博士。支持法国大革命。1801年起任教于耶拿大学，追随谢林的同一哲学，后逐步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1807年任《班堡日报》编辑，次年起任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1816年起先后任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教授。建立起庞大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1829年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绝对精神。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思想。派生整个客观世界并构成现实世界内在本质的客观精神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包含着矛盾运动的活生生的统一体，它按正、反、合的辩证法则运动，是一个永不停息的矛盾运动过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绝对精神运动过程中派生出来。运动过程分逻辑（纯思想）阶段、自然阶段（外化）和精神阶段（回到自身）。精神阶段又经历了主观精神（个人意识）、客观精神（社会制度与意识）和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三个阶段。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是他整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环节，是研究绝对精神的艺术阶段的科学。（1）辩证综合大陆理性主义美学和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探讨，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定义（《美学》第一卷）。这个定义包含三层重要思想：其一美在自由。“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同上书），体现着理念的本质。美的理念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是自由的，美是自由和无限的。其二美在实践。理念感性化的过程是人的自由心灵对象化而在外界实现自身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同上书）。美是人的创造，是实践的产物。其三美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追求自由的较高阶段的目标。黑格尔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最低级的物质、经济需要；第二类是次级的组成家庭、法律、国家的需要；第三类是比较高级的科学、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精神需要，“艺术活动，对美的兴趣，以及美的艺术形象所给的精神满足也是属于这个范围的”（同上书）。揭示了艺术和审美需要是人类社会生活较高层次和阶段的产物，含有人首先要吃喝，生存，然后才能从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活动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猜测。（2）揭示了艺术美由一般世界情况到情境到艺术形象的展示过程。认为一般世界情况作为时代大背景应具体化为人物活动的具体情境，与人物“情致”交互作用，形成既包含普遍性又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性格）。强调文艺应塑造生动“完整的性格”，即要有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特殊性、明确性和坚定性、决断性。认为塑造出这种“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渗透到一切的个性”（《美学》第三卷）是文艺创作的中心任务，直接为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提供了启示。（3）提出系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认为“天才是真正能创造艺术作品的那种一般的本领以及在培养和运用这种本领中所表现的活力”（《美学》第一卷），其中既包含自然的、天生的因素，也要靠后天的思考和实际创作的练习，否定了当时把天才神秘化、非理性化的倾向。认为艺术家创造的出发点的现实是他“必须发出过很多的行动，得到过很多的经历，有丰富的生活，然后才有能力用具体形象把生活中真正深刻的东西表现出来”（同上书）。强调艺术是为“民族和时代而创造的”（同上书），艺术是“属于我们时代和我们人民的”（同上书）。（4）提出艺术表现的“客观性”原则，既反对单纯模仿自然的“纯然外在的客观性”，又反对单纯表现艺术家自我的“主观表现方式”，认为艺术家真正的独创性在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同上书）。（5）首次提出了形象思维理论，不仅把艺术想象看作艺术创造活动的核心，而且把想象提到人类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的高度来认识，认为艺术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是一种有生气的，现出形象的，由灵魂贯注的，对一切起约制作用的，而同时表达的方式又使得包罗一切的统一体，即真正灌注生命的灵魂，暗中由内及外地发挥作用。”（《美学》第三卷）这些思想为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提出了艺术发展的三种历史类型，即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以艺术的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意义与形象之间关系的变化作为历史类型的划分原则，指出“象征型艺术在摸索内在意义与外在形象的完满的统一，古典型艺术在把具有实体内容的个性表现为感性观照的对象之中，找到了这种统一，而浪漫型艺术在突出精神性之中又越出了这种统一”（《美学》第二卷）。并根据这一原则勾勒了整个世界艺术史的轮廓，力图把艺术“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力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这是对艺术史建设的开拓性贡献。黑格尔还把物质性与精神性关系的消长作为艺术具体门类的划分依据，把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文学）五大类艺术作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精神性逐步加强的完整系统，并以此为准绳揭示了各类艺术的审美特征。（7）他特别对诗的分类作了重点研究，认为诗包括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诗三大类，戏剧诗是前两类的辩证综合，是一切艺术中最高的形式。戏剧诗本身分为悲剧、喜剧、正剧。（8）对悲剧理论和喜剧理论作出了独特、深刻的研究，特别是悲剧理论，以伦理实体的分裂为核心，强调悲剧冲突双方都具有正义、合理一面，又都具有过失、不合理一面，悲剧冲突的结局以主人公的死亡或巨大痛苦为代价，但永恒正义却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一理论在戏剧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黑格尔美学成功地运用了辩证法，论述中贯彻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整体的把握等方法论原则，具有实践性、辩证性、系统性、历史感和现实感等重要特点，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整个西方美学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也是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美学的高峰，对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西方美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创立也有着重要的启示。黑格尔美学最根本的弱点是他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体系框架以及辩证法的不彻底性，这导致了他的美学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西方美学史上，黑格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美学标志着西方整个古典的、传统的美学的终结。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1807）、《逻辑学》（1812—1816）、《美学讲演录》（即《美学》，1835—1838整理出版）、《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等。


施勒格尔，F.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　德国文艺理论家。曾在耶拿大学任教。为“耶拿派”小组核心成员之一。曾参与合编刊物《雅典女神殿》。政治上支持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恢复封建专制。哲学上深受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唯我论思想影响。文艺上试图从美学和批评的角度研究文学史，成为西方文论之始。把诗人的主观性强调到绝对的地步，认为客观美的原则不适用于近代诗歌艺术，诗人所依靠的是主观幻想和对理想的存在的兴趣。力图区分古典与浪漫的界限，指出“浪漫主义的诗是包罗万象的进步的诗”。“只有浪漫主义的诗像史诗那样才能够成为整个周围世界的镜子，成为时代的反映”。（《片断》第116条）认为诗应当和哲学统一起来，成为一种科学。倡导“浪漫式的讽喻”，认为讽喻使“人能够凌驾于自身之上”，站在第三者的地位，采取游戏的态度，毁弃幻想。主要著作有《片断》、《文学史讲演》等。


奈格里
 （Hans Georg Naegeli，1773—1836）　德国音乐美学家，音乐出版家。曾创办音乐学校，建立了瑞士第一座音乐图书馆，还在德国许多城市举办了音乐美学讲座，引起很大反响。1833年获波恩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主要音乐哲学思想包含在《面向音乐爱好者的音乐讲座》一书中。在音乐本质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由情感论到自律论的发展过程。初认为艺术来源于情感、知觉、思想等相关于心灵的三个方面，情感方面主要由音乐来体现。反对将视觉艺术的美学原则运用于音乐上，使音乐欣赏者的注意力片面地引向“音乐画面”，唤起音乐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提倡重视音乐的特殊性，反对将外在的物质世界看作音乐的本源。后接受“游戏”的观念，其音乐思想走向了形式自律论。将音乐看作乐音的运动，运动的本质是一种“游戏”。音乐作为一种乐音和乐音系列的“游戏”，它所提供的运动没有明确的性质，因此，音乐不能表达特定的、持久的情感和心理状态。


谢林,F.W.J.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曾就学于杜宾根大学，习神学与哲学，1795年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1798年任耶拿大学教授，参加耶拿浪漫主义小组，成为小组的哲学代表。1803年起，先后在乌尔兹堡大学、慕尼黑美术学院、爱尔兰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早年拥护法国革命，反对封建专制，晚年转向宣扬神学的“天启哲学”，思想趋于反动，成为教会与皇家的御用哲学家。初追随费希特哲学，但很快把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哲学发展为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认为“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都来源于“绝对”，“绝对”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意识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绝对”中都融合为“无差别的同一”或“绝对的同一”；“绝对”的不自觉活动会超出无差别同一而产生思维存在，产生主客之间的矛盾，世界的万事万物由此派生；但这种矛盾最终要被超越而回复到无差别的同一。认为物质、自然是可见的精神、意识，而精神、意识则是看不见的物质、自然。其美学（艺术哲学）思想建立在他的“同一哲学”基础上。认为“绝对的同一性”不是知识的对象，只有“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理智直观在哲学中只是一种内在的直观，唯有在艺术中才能使“绝对的同一性”直接反映出来，艺术哲学是“同一哲学”体系的重要环节和最终完成，“哲学的工具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顶石乃是艺术哲学。”（《先验唯心论体系》导论）认为对艺术来说，绝对的东西就是美的原型，特殊的、感性的、有限的形象如果显示了绝对的、理性的、无限的东西，就是美的。提出：“艺术就是自由与必然性的相互渗透的绝对综合。”（《艺术哲学》）艺术创作通过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统一以表现无限的绝对，“艺术作品向我们反映出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的同一性。”强调艺术创作中直觉和灵感的重要性，指出“艺术作品的根本特点是无意识的无限性”（《先验唯心论体系》），“艺术的唯一源泉，来自于内心和精神那种最内在的力量的强烈追求，我们称之为灵感。”（《论造型艺术对自然的关系》）认为有灵感的人是“天才”，而天才依凭于上帝的绝对性。其艺术和美表现绝对和无限的观点及艺术分类的观点对黑格尔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非理性主义艺术创作思想则成为当时德国消极浪漫派文艺的理论纲领和精神支柱。主要著作有《先验唯心主义体系》（1800）、《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1809）和根据他1802—1805年讲稿整理出版的《艺术哲学》（1859）等。


赫尔巴特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形式美学派主要代表之一。18岁入耶拿大学，曾听过费希特的课。曾任家庭教师。后任格廷根大学讲师、教授，1809年起任哥尼斯堡大学教授，继任康德在该校的讲席达24年之久。哲学上受到康德影响，认为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反对以物自体或绝对观念为基础的哲学观点，提倡对现象界的认识形式进行研究。但与康德不同，把形式看成是客观对象的形式。美学上主张摆脱主观的障碍，着重研究美的客观关系即美的形式。把这种客观形式称为“基本审美关系”。认为美存在于声音、颜色、线条、思维和意志的关系中；美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些关系；艺术家能够发现这些关系并把它们结合起来，但绝不能改变这些关系。美具有某种持久的、不可否认的价值。艺术是一种复杂的事实，包含着内容和形式，内容是短暂的、相对的、从属于道德法则的，可以用道德标准加以判断，所有内容方面的东西都与美无关，形式则是永久的、绝对的和自由的。审美判断只注重形式关系。把“基本审美关系”分为同时性的和承续性的两大类。同时性的关系指审美对象同时呈现给观赏者，如绘画、雕塑等；承续性的关系指审美对象在时间的承续中逐步呈现给观赏者的感官，如诗歌。但认为一切艺术都可以同时参与这两种关系。认为音乐的美是音乐的一种客观属性，反对鉴赏过程中“统觉”的参与，使审美判断发生变化和偏离。反对用种种表达情感或情绪的形容词来评价作品，认为这些形容词涉及的是鉴赏者的主体情感，不是作品本身。甚至极端地认为，在音乐鉴赏过程中，一个真正关注于形式的音乐鉴赏者，甚至不需要通过耳朵和听觉，只需通过对乐谱的技术的、心理的分析，就能够直接把握和感悟音乐的美，因为音乐的内涵和美，全都存在于乐谱中所展现出来的音的关系之中。其美学思想对于形式美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和现代形式主义美学都有深刻影响。主要著作有《哲学概论》（1813）、《通用的实践哲学》、《根据经验、形而上学和数学新建的学科——心理学》（1825）、《形而上学》（1828—1829）等。


索尔格
 （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1780—1819）　亦译“梭尔格”。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和作家。他一方面接近耶拿派，但又远远超出浪漫主义美学的观点体系，在评论和对比各种观点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美、崇高、悲剧和喜剧是其美学体系的四个基本范畴。认为美是理念与现象的辩证关系，是它们之间的互相过渡和彼此转化。从动态和静态分别考察理念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区分出美和崇高；以积极或消极的辩证法研究理念与现实的关系，则产生了喜剧与悲剧。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认为幻想组成了一切艺术活动的内容与实质。在艺术中，幻想活动有两个对立面即感性方面和精神观念方面，相应地艺术美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象征和寓意。提出嘲讽的概念，认为一切艺术创作都是嘲讽与灵感的辩证统一。理念通过灵感使自己显示在现实中，但任何活动都是理念的衰败和某种毁灭，因此灵感必须和嘲讽联系在一起，在嘲讽中看到艺术的核心和动力。主要著作《埃尔温，关于美和艺术的四篇对话》（1815）等。


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唯意志论美学代表之一。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1793年全家移居德国。1809年就读于格廷根大学。1811年进柏林大学专攻哲学，1813年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过印度哲学。1820年在柏林大学讲授哲学，不久因右耳失聪等原因而专事翻译和写作。1831年定居法兰克福。其哲学著作一直不受人注意，直到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开始受到重视，1855年取得重大社会影响。哲学上接受康德哲学中先验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从古印度吠檀多派哲学与佛教中引用“摩耶”、“涅槃”等说法，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表象世界的内在本质是我的意志”的唯意志论。认为意志的基本特征是生存，故称“生活意志”或“生命意志”。人生观上鼓吹悲观主义，认为人生是意志的幻影和空虚的噩梦，本质上是一场必不可免的悲剧。在美学上，认为主体摆脱了生存意志的束缚，上升为纯粹主体时，方能获得审美能力，以观审的方式来掌握永恒理念；艺术是由纯粹观审而掌握的永恒理性的复制品。以意志客观化程度以及由此决定所采用的媒介材料为标准进行艺术分类，如建筑，只是意志在它的可见性的最低一级上的客体化的明晰表现；悲剧是意志客体化在最高级别上使我们在可怕的规模和明确性中看到了意志和它自己的分裂，悲剧应是诗的艺术的顶峰；音乐是全部意志的直接客体化和自身的写照，效果比其他艺术强烈得多。提出艺术的美感功能能使人摆脱意志的束缚，摆脱欲求和痛苦，把人引入忘我境界，是人们解脱痛苦的一种途径，如悲剧能使人产生崇高感，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痛苦，愉快地放弃生活本身。认为只有天才才能进入审美观审，艺术是天才的产物。他还从唯意志论角度提出优美和壮美的概念。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美学为尼采美学以及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打开了通道，发生了很大影响。对我国近代美学创始人王国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自然界中的意识》（1836）、《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1）、《附录和补充》（1851）、《论趣味的引起》（1864）等。


海涅
 （Heinrich Heine，1797—1856）　德国诗人、政论家。曾在波恩大学、格廷根大学就读，182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831年移居巴黎。因在政治、文学、哲学各方面发表进步言论，作品在德国被禁止出版。1843年与马克思相识，并在马克思影响下写出了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治诗歌，如《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等，对普鲁士王朝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美学上，反对当时占据德国文坛的消极浪漫主义，倡导积极浪漫主义。主张文艺应忠实地反映现实，提出席勒的作品比歌德更靠近现实世界，更有价值。认为艺术必须具备本质的真实而不是事实的真实。反对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出艺术中的自然不是自然本身，“反映在诗人心灵中的，并不是自然，而是自然的形象”，任何艺术创造都包含着主观的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这一提法包含了艺术品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的思想。强调诗歌的内部意蕴要通过外部事件显现，指出诗人对于现象世界片断的觉察是通过感官实现的，它是制约着内部显现的外部事件，诗人的作品正有赖于这种内部显示，力图从内容与形式、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去把握艺术和美。海涅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积极成果。主要著作有《论浪漫派》（1833）、《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等。


费希纳
 （Gustav Theoder Fechner，1801—1887）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实验心理学和实验美学的创始人。1822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后留校任物理教师，1840年因病辞去教职，悉心研究心理物理学、实验美学。哲学上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有灵魂的，宇宙的灵魂便是上帝。神的意识能调和精神和肉体两个不同的实体。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没有物理世界也就没有精神现象。心理学上，创立了三个基本实验方法：均差法（取多次测量值的平均数为真值）、正误法（通过掂重实验测定两个常定刺激间的差异）和极限法（通过测定被试者的最小觉察差异确定感觉阀限），设定了一套相关的专业术语，为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美学上对传统美学所采用的逻辑演绎方法不满，称之为“自上而下”的美学，主张把实验心理学方法应用于美学研究，对美学作具体的观察和归纳，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美学应取代“自上而下”的美学。提出13条心理学美学的原则，试图找到审美经验产生及加强的规律，其中较重要的有“审美阈”原则（要求刺激在能产生快乐与痛苦前须达一定强度），“审美加强”原则（数种快乐条件合起来产生的总满足大于单个快乐条件产生的满足），“多样统一”原则，“一致与真实”原则，“审美联想”原则（每一种审美印象可分解为直接与联想两个因素，联想占其中一半），“审美对比”原则（两事物经对比后产生的效果强于简单相加的效果）、“刺激持久性”原则和“用力最小”原则等。他的一系列实验美学方法和术语，开辟了从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来研究美学的科学美学新途径，成为现代西方美学的先驱之一。主要著作有《死后生活手册》（1836）、《天堂和来世的事物》（1851）、《心理物理学原理》（1860）、《美学导论》（1876）等。


费尔巴哈
 （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之一。1824年到柏林大学学习，听黑格尔的课，成为青年黑格尔左派。两年后转向自然科学，逐步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影响。从1836年起正式批判黑格尔哲学，转变到唯物主义的立场，建立了一整套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他的“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未来哲学原理》）。坚持自然界是非创造的、第一性的，必须从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精神与肉体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感情的活生生的人。由于他把人只当作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然人来看待，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又由于夸大感官的认识功能，忽视了理性思维的作用，在认识论上停留于消极直观和反映论。他没有完整、独立的美学著作，美学观点散见于其哲学著作中。反对黑格尔把美看成是概念（理念）的存在物的观点，认为美独立于人类主体之外而存在，包括美在内的事物的“最深奥的秘密就在最简单的自然物里面”（《黑格尔哲学批判》）。大自然提供给人的审美感官，使人具有了审美力。审美力包括审美的感觉与理智，人因有审美的感觉和理智，才感觉到美。认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建立在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基础上。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意识与想象的对象化，人“对于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基督教的本质》导论第一章）。把对象化局限于主体的意识和感觉活动的范围内，而未贯穿到实践行动中。把美感的产生、审美关系的发生解释成人的主体本质的精神性显示，是一种“感情的独白”，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坚持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平民艺术观，认为艺术家的创造以观赏者的美感为前提，他“必须假定在我们心中已经有一种艺术感存在；他只能培养美感，只能给予美感一个一定的方向”（《黑格尔哲学批判》）。他的美学思想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与发挥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美学观点，提出了“美是生活”的思想。主要著作有《论死和不朽的思想》（1830）、《黑格尔哲学批判》（1836）、《基督教的本质》（1841）、《未来哲学原理》（1843）、《宗教的本质》（1845）等。


卢森克兰茨
 （Johann Karl Friedriedrich Rosenkranz，1805—1879）　一译“罗森克兰茨”。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曾就学于柏林大学、哈勒大学和海德堡大学。1833年起任哥尼斯堡大学教授。哲学观点介于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之间。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丑所作的详尽深入的论述。认为丑本身是美的否定，因为产生美的那些因素可以倒错为它们的对立面。美与丑有区别，但又包含着相同的某些因素，因而有可能在审美形象的更复杂的阶段——喜剧中，使丑服从于美。丑是美和喜剧之间的中间物。认为只有在一个能够保持自由的存在物中找到了非自由的属性时，才能达到真正的丑或实在的丑；而且这种属性应当在本该美占据的地方积极地显现出来。“最丑的丑不是在自然界的对象上面”，“乃是在恶毒的和轻薄的姿态中、在激情所造成的皱纹中、在眼睛的左顾右盼的神色中和在罪恶中显露出自己的疯狂性的那种利己主义。”（《丑的美学》）“最丑的丑”也包括丑的或坏的艺术。认为艺术中的丑并不反衬美。美是一种明确的、积极的和独立的东西，并不需要任何衬托物和黑暗的背景，丑的引进是由于艺术在它的整体中表现理念显现的需要，丑应当在美那里反映出自己来。艺术要完整地描写理念的具体表现，就不能忽略对于丑的描绘，否则对于理念的领悟就是表面的。认为丑的东西在艺术中出现时，不可加以美化，但又必须使之服从美的一般法则，使之“理想化”。理想化的结果不是为了缓和和掩盖其丑，而是突出它的富于特征的、本质的轮廓。卢森克兰茨的美学理论构成了后期黑格尔派美学向更加彻底的具体的美学观念发展的桥梁，他关于丑的一系列观点对卡里尔（Moriz Carriere，1817—1895）、夏斯勒（Max Schasler，1819—1903）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丑的美学》（1853）、《逻辑观念的科学》（1858—1859）等。


罗森克兰茨
 　即“卢森克兰茨”。


费希尔，F.
 （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1807—1887）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曾在杜宾根大学接受教育，后留校任教。1844年升为教授，讲授美学和德国文学。1885年任苏黎世大学教授。1886年回国在母校杜宾根大学继续任教授。认为美是理念在感性形式上的显现，理念是一种作为整个宇宙产生的原因的独一无二的精神实体。用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说明美的各个范畴，把“调和”作为美的根本原理，认为美就是理念和形象结合为统一体。批评黑格尔过于注重内容（理念）方面，主张美是内容在形式上的表现，美之所以美，就在于如何表现内容，即在于形式。美的形式必须具有时空的界限——规则性、均衡、对照等，这些性质是美的量的契机；多样性和对立性则是美的质的契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说明艺术的分类，把艺术分为以直观的客观性为主的眼的艺术即造型艺术，以感情的主观性为主的耳的艺术即音乐，前两种艺术的辩证统一的诗三大类。晚年，致力于心理学研究，对过去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有所修正。把艺术和自然看成是人类生命和人格的象征，对移情现象作出了心理学的解释，把移情作用看成是“对象的人化”，称之为“审美的象征作用”，成为“移情”说美学理论的先驱。其子R.费希尔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移情作用”的概念。主要著作有《美学》（六卷，1846—1857）、《批评论丛》（1863）、《论象征》（1873）等。


瓦格纳
 （Richard Wagner，1813—1883）　德国作曲家、剧作家。欧洲后期浪漫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83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音乐，后在维尔茨堡、德累斯顿等歌剧院任指挥。参加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逃到瑞士。1861年移居维也纳，1864年返慕尼黑，1872年于巴伐利亚拜罗伊特自建剧院，演出其四联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他称自己的歌剧为乐剧，自编剧本。在为创造综合戏剧艺术所进行的歌剧改革中，废除传统歌剧的“分曲”结构，代之以“场景”式连缀结构，又以始终一贯的说话旋律（即“无终旋律”）突破朗诵调与咏叹调的截然区分，并采用大规模乐队编制，广泛使用贯穿全剧的主导动机和半音阶和声手段，充分发挥交响乐的戏剧性表现功能。其美学思想主要有：（1）受费尔巴哈与叔本华的影响，把古希腊的艺术视为永恒的最高典范。认为与希腊艺术相比，罗马艺术是粗野的，基督教的艺术是伪善的，而现代艺术则是商业和工业的奴仆。认为希腊人的健和美是他们的公众生活的特征，是属于一切人的，而当时的艺术或者未来的艺术应当是批判性或革命性的。认为希腊艺术的最高体现是希腊悲剧，希腊艺术的没落也就是希腊悲剧的没落，而悲剧的没落源自公众意识的解体，即人民性的丧失。人的出自自然的本能性的绝对需要以及由这种绝对需要引起的冲动是人的真正本质，是“人民”这个词所意指的那种共同性，是未来的艺术作品根基，也是希腊艺术的根基。（2）“整体艺术”的理想。认为人是肉体的人、情感的人和理智的人的综合，真正的艺术应当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整体的人由于全能而自由，“整体艺术”是对所有艺术门类的综合，是为“整体的人”而创造出来的艺术。他在艺术实践中实现着他“整体艺术”的理想。他看重音乐的作用，认为就戏剧而言，音乐是引起效果的决定性的艺术，而戏剧中的其他艺术，如诗、建筑、绘画、雕塑，都是为了强化这种效果，以这种效果为目的，以音乐艺术为中心，诸种艺术结成为一个“整体艺术”。其歌剧尚有《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塞》、《罗恩格林》、《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名歌手》、《帕西法尔》等。论著有《歌剧与戏剧》、《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作品》等。


洛采
 （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　又译“洛慈”。德国哲学家、美学家，移情说美学的代表之一。有时也被认作内容美学派的代表。1834年入莱比锡大学，1838年获该校哲学、医学博士学位，1844—1881年任格廷根大学教授。哲学上用自然机械论的观点分析世界，认为人的身体是有限的，但却生活在一个存在着无限的精神的世界中。美学上，试图把科学与美学结合起来，重视感觉和情绪的分析。在《小宇宙》中较早提出了移情的观点，认为人不仅能进入具有特殊生命和感情的自然领域，而且能在没有生命的东西之中移入可以解释的感情，使事物转化成为活的肢体，事物的内在力量也传染到人的身上。认为形式之所以能对人起作用，是由于形式在人的心中唤起了动作所表现的浸染着快乐或痛苦的回忆，唤起了人身体上的某些特殊感情。反对形式主义美学，认为形式因内容才有价值，人物形象美不在它的形式关系，而在它的精神的生命，美是和善、神紧密相连的。审美事实不是直觉、概念，而是在最终目的的形式中提供出的一个对象的本质的理念。艺术作为美，应把价值世界包裹在形式世界里。其美学思想虽强调感情，但深受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影响，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主要著作有《美的概念》（1845）、《论艺术的条件》（1847）、《小宇宙》（三卷，1856、1858、1864）、《德国美学史》（1865）、《形而上学》（1883）等。


洛慈
 　即“洛采”。


夏斯勒
 （Max Schasler，1819—1903）　德国美学家。在《美学批评史》（1869）中，评述了古希腊到19世纪初西方美学的各种美学观点，追溯了审美意识在理智上的起源，论述了美的各个范畴的变化，如美的积极变异、美和丑相互之间的转化等。以卢森克兰茨的理论为出发点，认为本质上丑可以参与一切美，丑是一种极具活力的因素，是否定美的辩证，正因如此才使得审美兴趣创造各种各样的确定的或富有个性的美。他还对艺术作了详细的分类，以动与静的对比，即“物质与心灵”、“材料与形式”或“空间与时间”的对比为分类原则，恪守两重分类的方法。主要著作还有《艺术体系》（1882）、《美学或美和艺术的科学大纲》（1886）等。


齐默尔曼
 （Robert von Zimmermann，1824—1898）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形式美学派主要代表之一。先后担任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美学上追随并发展了赫尔巴特的观点。从伦理学和美学统一于或从属于一般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美学研究的是形式；美在于尺度、完满、秩序、一致、均衡等各种形式因素的结合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演绎法获得。认为内容和素材引起的感情受到个人的偶然性的制约，是变化着的和不明确的，不是美的因素；而由形式引起的感情是不变的、必然的。认为一个形象的各种要素就是各种表象，这些表象根据力量（数量）或特征（质量）构成关系，形式可据此分为量的形式和质的形式。量的形式是表象的强弱；质的形式则是关于表象之间调和或不调和。由此得出两个原则：（1）关于量的形式，表象强的比表象弱的使人愉悦；（2）关于质的形式，形式的各项调和的比不调和的使人愉悦。认为一般的审美形式既包括艺术，也包括自然和道德。美的形态可分为：时间和空间承续的造型美、感性表象的音乐美和思维的诗歌美。认为音乐的内涵作为人的心灵的自由创造，是存在于形式之中的，但对音乐形式的自身的美的领悟过程，则需要鉴赏者的精神性的阐释。这些观点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受到过费希尔、哈特曼等内容美学派代表人物的批判。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史》（1856）、《作为形式科学的一般美学》（1865）等。


拉扎鲁斯
 （Moritz Lazarus，1824—1903）　德国心理学家、音乐学家。其音乐哲学观念主要集中在《精神生活》一书中。认为，音乐作品只包含具有明确调性关系的、有节奏韵律的乐音，除了这些别无其他。音乐不能表现概念，不能再现具体的视觉形象，也不能表现特定的情感或情绪。音乐的美仅仅存在于处于特定关系的有节奏韵律的乐音之中。他重视音乐与人的一般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此问题作为一个中心任务进行探讨。强调音乐同人的精神生活的整个领域之间所具有的深刻的联系，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同其他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都紧密联系着，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只有在置身于整个文化生活的沃土中，才能生长起来。正是这种精神内涵赋予了作品以生命，是整个生命过程的体现。此外，他还指出，乐音丰富的组合使听者的心灵产生了独特的情感反应，音乐中种种个性化的形式，在听者心灵中营造了异常丰富的情感气氛。


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1833—1911）　德国哲学家。先后在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历任巴塞尔大学、基尔大学、布雷斯劳大学、柏林大学教授。强调从人类生命活动的内在联系寻求历史的统一性和客观性。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人文科学即“精神科学”，本身是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的知识，以对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为基础，其对象是整个人类的生命现象。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的、外在于意识的东西；人文科学研究人的精神生活，在其中主客观是统一的。精神生活底层的潜流及其全部丰富内容都是生命，包括人类的创造力及创造的表现，即“社会的历史的实在”。继承和发展施莱尔马赫的释义学，提出“生命解释学”即通过批评性的解释来恢复当时对象的历史情境，通过“移情作用”进入对象的思想感情状态中，暂时忘却自己，将主体融化在客体之中，同时又在客体中找到主体。用人的生命活动来解释历史和文化，对后世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等思潮有较大的影响。在美学上，从一般精神科学原则出发，把传统美学分为三种：一是17世纪对艺术的理性主义考察，认为这种美学摒弃了想象的自主性；二是18世纪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认为这种美学没有看到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历史性；三是19世纪对艺术的历史研究，认为这种美学缺乏根基，主张把它和18世纪对艺术的心理研究相结合，才是完整的。认为文学是人体验自身历史性生命存在的中介，是揭开生命之谜的中介，是人的个体和历史社会内涵的诗意的表达。诗将人从现实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越了现实，反思生命意义的审美价值，这都基于想象力的创造性，想象源于体验，想象运用预言的材料使生命创造出意义的王国。主张用以体验为中心的历史主义的阐释学的方法来进行美学研究。提出两条美学的艺术原则：一是在杂多中求统一，二是在内心获得语境。他提出的很多术语，如“体验”、“表达”、“语境”等直接导致了美学由语言学向解释学的转变。主要著作有《精神科学导论》（1883）、《体验与诗》（1905）、《论德国的诗歌和音乐》（1933）、《施莱尔马赫的一生》、《诗人的想象力》等。


哈特曼，E.
 （Karl Robert 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以后德国内容美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认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理念的外观”（das Scheinen der Idee），是事物形式结构与主观感觉的统一，是主客体交融契合的一种状态。物质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而光线、色彩和声音则是与原子、分子相应的感觉的主观特性，是第二性的质的组合，美依赖于第二性的质的组合。但艺术并不能直接达到精神实在，精神实在只能借助于可被直接感知的事物间接表现，美只有在知觉的外观中才能被发现，实在的事物是审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审美的外观包含在知觉的外观和想象的外观之中。知觉的外观诉诸于视觉或听觉器官。知觉中包含了想象的感情，这是一种审美的感情，它与一般感情的区别在于强度不同，其特点是容易消逝，同时不附丽于体验到它们的心灵，而是附丽于心灵所感知到的对象。饱含着想象的感情的外观在观赏者身上产生的那种真实而生动的快乐的感情即美感。这种美感享受同时也不自觉地投射到对象中去，主体和客体之间暂时契合为一，这就是审美幻觉的特征。在此意义上，美与美感就合二而一，美的对象与审美主体的知觉处于水乳交融状态。美植根于无意识，通过无意识，知性的直觉在美中起作用。还认为一切美中都有丑，丑是美的一个要素。丑是相对的，它可以转化为美。形式美是有赖于内容的低级的美，包含着从低到高的六个等级。在最高的等级上，形式美便开始过渡到内容美。其美学理论既与赫尔巴特学派的形式主义美学相对立，也反对认为美存在于超感性的理念的谢林、叔本华等人的美学理论。他对审美活动的心理学研究成了19世纪下半叶心理学美学的先声，并对移情说美学有着重要的启示。美学代表作《美的哲学》（1887）分为两卷，第一卷《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史》，第二卷《美的哲学》。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哲学和美学的代表人物。1864年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次年放弃神学，转入莱比锡大学。1869年任巴塞尔大学（瑞士）古典语言学教授。1876年因病休讲，游历欧洲，并从事写作，1878年患精神分裂症，辞去教职，继续写作。早年接受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推崇瓦格纳的音乐。后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强力意志”。认为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整个世界都是强力意志的体现。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扬强力意志，扩张自我。生命的欢乐是不断创造，冲破对强力意志的种种障碍，体验那种与痛苦进行抗争的力量。从“强力意志”出发，提出“超人”说，认为那种能充分体现强力意志而具有充沛创造力的人，是“超人”，世界属于超人。在美学上，主张艺术不是对人生的解脱，而是对人生的征服，是强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前期致力于用日神、酒神精神来探讨悲剧的诞生，认为日神阿波罗精神是造型艺术的象征，美丽如梦，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是音乐的象征，痴狂如醉，悲剧就是从这两者的对抗和调和中产生的。但他更强调酒神精神，认为悲剧起源于音乐精神，音乐表达了自然的本质，与意志本身合而为一，其他艺术需要符号形象，只能表现事物的外表，它们都在模仿音乐，音乐是一切艺术的本原。他对静观的直觉作了分析，认为人必须从一种更高的境界中再度观照自己，其中没有强制与非难的作用，这种完善的静观世界就是美的境界。反对美学从逻辑推理出发，主张从直观的直接确定性出发。后期从强力意志出发，认为艺术就是强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审美的形式来肯定人生。世界原本无所谓真、善、美，只是由于人的存在才产生了真善美，它们是由更深刻、更强大的权力意志确定的。认为世界经由艺术才从单调和无聊中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艺术就在于赞赏和美化生活，把事物导入理想的境界。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艺术是生命最强大的动力。批判康德的美是无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命题，指出美学建立在“只有人是美的”这一简单的真理之上。退化的人是最丑的，只有肯定人生，积极进取才有美和美学。由此也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理论。其美学思想在生前受到冷遇，直到他临死那年才被西方的一些学者所发现和肯定，成为现代西方美学的思想先驱，对存在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等美学流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1872）、《人性，太人性的》（1878—1880）、《快乐的科学》（1882）、《扎拉斯图拉如是说》（1883）、《超于善恶之外》（1886）、《瞧！这个人》（1888撰写）、《强力意志》（死后由人整理出版）等。


希尔德布兰德
 （Adolf von Hildebrand，1847—1921）　德国雕刻家。生于德国马尔堡。1867年末去罗马，在那里结识画家马雷（Hans von Marées，1837—1887），并受其影响。一年半后返回德国，一度在柏林从事雕塑。1872年再度到意大利，与马雷合作完成了那不勒斯动物园车站的壁画。并在慕尼黑马克西米连广场（Maximiliansplatz）留下了一件不朽之作：维特斯巴赫喷泉（The Wittelsbacherbrunnen）。创作上，认为裸体是雕塑最恰当的表现手段，而理想的形式是浮雕。他的创作受罗丹影响，侧重研究运动和光影效果，在古典风格上形成个人特色。擅长作胸像、墓葬纪念碑、喷水池。他的理论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基础，并受到德国美学的熏陶，更直接地受到密友马雷和美学家费德勒（Konrad Fiedler，1841—1895）的影响，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立场，提倡雕刻脱离绘画而独立。主要著作有《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1893）。


费希尔，R.
 （Robert Vischer，1847—1933）　德国美学家。F.费希尔之子。从其父“审美的象征作用”这个基本概念出发，首次提出“移情作用”这一概念。认为一切认识活动都或多或少涉及外射作用，外射的不是感觉就是情感。感觉分为“前向感觉”、“后随感觉”和“移入感觉”三个等级。到第三级才进入低级的感性的审美欣赏，审美主体感觉到对象的内部而进行模仿。情感是比感觉更高级的心理活动。情感也分为“前向情感”、“后随情感”和“移入情感”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是对感觉的三个等级的深化，它与感觉三个等级的区别在于：它们不只是追随或模仿对象的线条轮廓或全部形状，而是涉及想象活动和情感的外射。“前向情感”涉及光和色的现象，这些现象可象征人的情调；“后随情感”涉及事物的形式轮廓，它们可以被看成有生命和能够活动的；“移入情感”则是审美活动的最完满阶段，这时，我们自己的人格与对象完全融合为一。认为外射的动作是随着知觉而来的，不能用回忆或联想加以解释。他进一步发展了其父的移情观念。费希尔父子大致奠定了移情说的基础，成为移情说美学的先驱。主要著作有《视觉的形式感》（1873）等。


克莱奇玛尔
 （Hermann Kretzschmar，1848—1924）　德国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早年在德累斯顿师从奥托（Julius Otto，1804—1877），并任教堂合唱队队员，后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曾在德国各地任教并任指挥。1904年起在柏林大学任音乐史教授。首创“音乐释义学”，强调解释音乐表现的内涵。认为音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语言，并通过形式得以体现。音乐历史是整个人类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创作不可能脱离作品赖以产生的时代环境、情势、相关历史事件，也不能摆脱作曲家的思想、生活经历等作品之外的因素。因此，对音乐意义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对音乐各个构成要素的分析基础上，结合作曲家自身的经历、情感生活等因素进行整体研究。在音乐鉴赏中，鉴赏者不应仅仅停留在作品的感性形式的表面，而应深入音乐作品之中，深层次地把握蕴藏在音乐结构中的情感与内涵。撰有《新德意志歌曲史》、《歌剧史》、《音乐的时代问题》等论著。又编有解释古典音乐的《音乐会导引》。


伏尔盖特
 （Johannes Volkelt，1848—1930）　德国美学家。移情说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把审美感情和经验看成美学研究的中心。认为美学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描写和说明“审美的态度”（das ästhetische Verhalten）和艺术创作。这两者都是人的心灵的活动，故美学的主要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美学一部分应是心理学的科学；美学应采用内省的而不是实验的心理学方法。认为美学所研究的美感经验涉及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的美学是最重要的，客观的美学只是主观的美学的补充和完成，处于从属的地位，其功能是为主观的美学服务。美学不仅探讨事实，还要探讨价值。美是一种伟大的人类价值，审美价值不是功利价值，而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自我价值”（selfstwert）,最终仍然关涉到主体心灵。由于美学研究以主体心灵为主要对象，并采用心理学方法，必然把主体心灵对于审美对象纯粹的主观反应引向移情动作本身，引向主体情感、冲动及心情的外射和客观化。认为审美感情和经验的基本特征是移情。审美移情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客观感情”的突然显现上，即主体把这种感情附着于外界的物质对象。审美移情有两种类型：“一般的移情”（allgemeine Einfühlung）是对人的移情；“象征的移情”（symbolische Einfühlung）是对物的移情，赋予无生命的对象以主体的感情，把它们看成是有思想感情和有生命的。在这两种类型中，后者更广泛、更重要。反对把移情看成是联想的一种，认为移情是一种“融化”（Einschmelzung），是经过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把对于对象的知觉与感情的内容自发地融为一体。还提出四种审美规范：（1）美在主观上是充满感情的直观，在客观上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2）审美观照把直观的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分节加以把握，审美对象作为完整的有机整体表现出来。（3）要求主体减少对于现实的感情，把外部世界看作一种纯知觉外观的世界。（4）要求客体显示一定的人类价值，观赏者则应把他的意识从特殊扩大到一般。其美学理论进一步推动了移情说的发展。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体系》（1905—1914）、《审美意识论》（1920）等。


里普斯
 （Theodor Lipps，1851—1914）　德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移情说的主要代表之一。慕尼黑大学教授，曾任该大学心理学系主任20年。在美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较系统的移情理论。认为美学主要是一门心理学学科，主张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美学，以几何形体对于人所产生的错觉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美学是关于美和审美价值的科学，美感的源泉是审美主体内心的活动投射到对象，并在对象中体验到它。美学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描述和阐释审美对象所产生的特殊效果以及审美对象所由形成的条件。审美价值的判断必须依存于对象。审美对象表现出的生命和灵魂（由审美主体所赋予）使自身具有审美价值。审美中的移情现象由两个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是审美主体把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思想投射到对象上去；另一是对象本身是由线纹、色调、形状等构成的空间意象，能使审美主体的内在意识向它转移。审美移情现象，使审美主体获得美感，使对象成为审美对象。移情并不都是审美的移情。凡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兴趣和利害感的移情，是“实用的移情”（die Praktische Einbählung）。指出审美移情在审美主体对于过去生活经验的类似联想基础上产生，这种联想在对象的空间意象的基础上下意识地发生。把移情说作为其美学思想的基础，从三个方面界定审美的移情作用的特征：（1）审美对象是一种受到主体灌注生命的有力量、能活动的形象；（2）审美主体是观照的自我；（3）主体和对象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这三方面互相联系，不能割裂。其美学理论对后来的浮龙·李、沃林格等人有着直接影响，并对20世纪前三十年的各派心理学美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被称为美学上的达尔文。主要美学著作有《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觉》（1897）、《论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1903）、《美学》（1903—1906）等。


朗格，K.
 （Konrad Lange，1855—1921）　德国美学家。游戏说代表人物之一。杜宾根大学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受“自下而上的美学”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是人类后天获得的一种能力，艺术能使人从任何实用的利害感中解脱。游戏也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欺骗活动，它给人带来没有利害感的快乐。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只限于视觉和听觉这两种感官，是成人的游戏。又提出“幻觉”说，认为艺术创作和以享受为目的的美感都是有意识地自我欺骗的幻觉。他把美分成自然美和艺术美，认为美不仅仅在于作为幻觉表现的艺术，还应包括自然对象。对自然的直观，只有在与艺术作品作类比观察的情况下，才具有美的意义。其美学主张是把自然也包括在内的艺术幻觉论。主要著作有《艺术的本质》（两卷，1901、1907）、《电影的现在和将来》（1920）等。


谷鲁司
 （Kari Groos，1861—1946）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美学家。曾任基森大学、巴塞尔大学、杜宾根大学教授。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研究美学，受席勒“游戏冲动”说影响，以“内模仿”（Innere Nachahmung）为一切审美欣赏活动的核心，提出内模仿说。认为在完满而又强烈的欣赏活动中，总会有一种模仿性的运动过程，这是外物的姿态在内心的再现。审美欣赏就是同情地分享旁人的生活和情绪的产物，它伴有内模仿的运动神经活动和肢体肌肉的微弱活动。由于内模仿的作用，审美主体心灵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幻觉（Täuschung），把自我加以变形，投射到外物中去。这种审美的幻觉不同于日常的幻觉，它具有自觉和主动的特点。审美的幻觉有三种：附加幻觉（感觉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即内模仿）、模仿原物的幻觉（把自己混同于艺术作品及其所表现的事物）和同情的幻觉（把旁人的行为和我们的行为等同起来）。用生物学的方法，从动物的游戏本能中揭示艺术的起源。认为内模仿是人的天生本能，从动物的游戏中萌芽。游戏是动物的本能，在动物的游戏中，最普通的是与欲望无关，用来练习自己能力的“练习游戏”，人类的艺术就是从这种游戏进化而成。晚年又用“宣泄”说（catharsis）补充“练习”说，认为本能的活动带有天然的情感，本能得到实现，情感也就自由地发泄出来。否则，情感淤积，就会妨碍身心发展。游戏的功用在于使本能活动得以实现，并使情感得到发泄而不致淤积为患。其美学思想是移情说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浮龙·李、巴希、维隆（Eugene Véron，1825—1889）等人。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导论》（1892）、《动物的游戏》（1898）、《人类的游戏》（1901）、《审美欣赏》（1902）等。


屈耳佩
 （Oswald Külpe，1862—1915）　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实验美学的代表之一。曾任维尔海堡心理学研究所所长。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以个人经验为对象的科学，只能以经验着的个人为依据，美学应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通过实验对个人的审美经验作种种测试。创立了实验美学的若干重要方法，主要有印象法、表现法和制作法三种，每种又分为许多具体的方法，并对各种方法作了细致的研究与阐述，对实验美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认为审美态度不同于其他态度之处在于它的观照性，这种观照性只关心事物的本身，只寻求事物的观照价值而舍去其他实际性质和价值。要保持这种观照性就须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审美态度有主、客观两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约定俗成的规范一面，但这些规范不是绝对的，是由人设定的。提出在审美反应中除了对色彩和形状的直接欣赏外，还会唤起思想和情感的移入，产生观念的联想。美感经验的联想不是各种不同表象的松散的连续，而是意象和记忆的完全融合，这种必然的结合排除了个人把胡思乱想当作真正的快乐的可能。认为悲剧是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但它的价值却得到胜利，从而产生悲剧的效果。主要著作有《德国目前的哲学》（1911）、《伊曼纽尔·康德》（1912）、《美学基础》和《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等。


格罗塞
 （Ernst Grosse，1862—1927）　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学家。现代艺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弗赖堡大学教授。美学上主张把哲学美学与艺术科学分离开来，提倡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方面对艺术学和艺术史进行研究。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的经济形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艺术学要研究艺术的本质，将艺术从其他事物中区分出来，要研究艺术的诸种动因以及文化上所受的制约，研究艺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提出艺术科学是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结合，前者偏重记述，考究各个特质的实际情形，后者偏重解释，形成一般的法则。这两者互相依赖，没有理论的事实是迷糊的，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因此艺术科学的目的是显示文化的某种形式和艺术的某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和规律。认为艺术学在解释艺术现象时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种形式，个人艺术史是不全面的，真正能作解释的形式是社会艺术史。艺术学的第一个形式是心理学的，第二个形式是社会学的。他在美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是用艺术社会学观点深入考察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利用人种史和人类学的资料，阐明艺术起源的社会原因。认为艺术既有个人心理的动因，更有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原始艺术不仅是审美的，还有着吸引异性、吓唬敌人、激动人心、鼓舞士气、促进团结、记事、纪念等社会性的实际功用，原始艺术不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主要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认为在文化的最低阶段，原始人在人种上有很大区别，但所有原始艺术都有着一致性，如狩猎艺术，各个不同的人种，由于受到狩猎生活的强大影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较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自于生活环境、文化生活、饮食方法等文明因子的相同。在原始民族中，艺术是为了造成统一；在文明的今天，艺术的社会职能是提升人类精神，造成社会的统一。格罗塞的艺术学观点和艺术史观对现代的艺术社会学、审美发生学和文化人类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有重要启示，特别是对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产生了直接影响。主要著作有《艺术的起源》（1894）、《艺术学研究》（1900）等。


齐亨
 （Theodor Ziehen，1862—1950）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和心理学家。实验美学的代表之一。先后任柏林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和哈雷大学哲学教授。他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为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把研究重点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认为心理因素才是可靠的。美学上主张美学的全部任务是对广大的美感经验作科学的研究。认为美感经验是主客体的统一，它一方面包括作为刺激和感受原因的审美对象，另一方面包括由对象所引起的感觉、表象、情感等纯粹心理过程。据此提出美学应分为两大部分：普通美学和特殊美学。前者研究感觉、表象、感情和艺术创作即审美经验的主体方面；后者研究艺术和自然两大领域，即审美经验的客体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把艺术分为两大组，一组为“客观的艺术”，指以视觉形象产生运动感觉或静止感觉的艺术；一组为“语言的艺术”，指用声音和词汇激发美感的艺术。对审美对象的结构作了分析，指出它在某些方面与人的姿态、语词相象，从而引起联想，使对象具有生命、人格和情感。认为美的享受以本身为目的，与利害无关，不像善和真要以其他标准作为先决条件。审美快感虽不同于感觉快感，但它是从原始的满足演进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对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作出了贡献，发明了“绝对谓语”的方法，即让受试者对某一对象选择从非常喜欢到非常不喜欢之间的各种谓语，用以辨别出对象所引起各种不同的心理反应。主要著作有《逻辑学教程》（1920）、《美学讲话》（1923—1925）等。


德苏瓦尔
 （Max Dessoir，1867—1947）　又译“马克斯·德索”。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早年曾就读于柏林大学、弗茨堡大学，1897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1906年发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第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美学刊物《美学和一般艺术学》（1906—1935）杂志。发起组织召开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1913，柏林）。最早打破美学是美的哲学，艺术只作为美的表现加以研究的传统，主张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区分开来，使艺术学成为更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独立学科。认为美学研究审美趣味、审美经验，研究从客体的和谐结构和外壳中产生的令人愉悦的印象和直觉，是一种纯粹的科学和规范的理论，力求逻辑的明晰；艺术学则研究艺术作品的创作及其本质、价值、形式和分类等，是应用的科学和普通的技术，力求在实践上熟练精通。提出建立科学的、描述性的、客观的艺术科学，以架起一座从具体艺术通向艺术哲学的桥梁。美学上认为美是在没有任何障碍或不愉快的阴影下自我的欣赏，丑则是对恶或病态的有意识的描绘，或作为美的一种背景。总体上肯定审美的无利害性，主张把审美愉悦和感官愉悦区分开来，但又认为有些东西如衣服，只有占有它才能充分欣赏它，为此提出，无利害性不是审美享受的特征，只是它的一种条件。把艺术创作过程分为五个前后相连的阶段，即待产的心情、构思、草稿、内心的酝酿、形体化。把内心培育起来的完整形式转变为一种具有物质媒介的形式和客体，即艺术作品。反对用实验方法来代替个人的内省法和对他人的内省观察法，认为在复杂的审美过程中，存在着量以及质的种种差别，简单的实验方法无法胜任。其美学思想对艺术美学从包蕴一切的传统美学中独立出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著作还有《哲学导论》（1936）等。


德索
 　即“德苏瓦尔”。


哈尔姆
 （August Otto Halm，1868—1929）　德国音乐学家。其音乐观念建立在形式—自律论基础上，将形式、结构等看作音乐作品最本质的东西，希图从形式本身寻找音乐的内在规律。认为对位与和声这两种外表看来不同的东西，其实在音乐结构的最始源、最深层中就已经存在。音乐创作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就是要将以对位思维方式为主的赋格与以和声思维为主的奏鸣曲这两种音乐文化真正融合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有机结构。他反对音乐同想象和情感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要求将音乐作品与作曲家、听众的情感世界加以分离，使音乐欣赏彻底从“情感上的陶醉和幻想”中解放出来。他是第一个将沃林格提出的“形式意志”的观念引入音乐哲学中来的人。在他看来，音乐的形式是音乐本源的直接体现，因此也应该是音乐研究的根本对象。主要著作有《两种音乐文化》、《音乐的界限与疆域》、《音乐分析的世界》等。


卡西勒
 （Ernst Cassirer，1874—1945）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在20世纪的主要代表，西方美学中符号论美学的创始人。先后就读于柏林、莱比锡、海德堡等大学，后在马堡大学毕业。1919年任汉堡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任该校校长。1933年纳粹执政后流亡国外，1941年移居美国，历任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在继承发展康德批判主义哲学的基本倾向上和马堡学派相一致。但同时亦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黑格尔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胡塞尔等人的影响，并受19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的变革和历史哲学的启示，使其哲学观点另具特色。特别是后期，提出将康德的静态的理性批判改造为动态的文化批判，建立一种文化哲学。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及以此为基础的理性和逻辑不能为整个人类文化提供充分的方法论基础，主张超出理性和逻辑的范围，哲学及认识论研究的起点应是先于科学和逻辑的语言和神话。认为人类文化的所有各个领域均应从隐喻思维中寻找自己的源泉。这种以隐喻思维为起点的文化的创造就是人的真谛，即人的本性所在。科学、艺术、语言、神话等等都是人类文化的特殊方面，它们都从各自的角度显示人性的某一特殊方面。一种关于人的哲学必然同时就是一种科学哲学，一种艺术哲学、语言哲学、神话哲学，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人类文化哲学体系，即真正的哲学人类学。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也是一种符号活动。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文化形态都是一些独特的符号形式。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正在于人能创造和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并生活于一个与动物生活的自然世界不同的符号世界，即人类文化的世界。各种表现人类文化现象的符号形式的生成，就是一部人类精神成长的史诗。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表现出自己的本质，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哲学对人类文化各种形式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各种符号形式的研究，因此一种真正的人的哲学、文化哲学应当成为符号形式的哲学。在美学上，为符号论美学奠定了基础。提出美不是事物的直接属性，而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心灵的积极活动；美感是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艺术不是模仿现实而是强化现实，它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语言，一种形式的直觉，在想象中与事物发生共鸣；它不探究事物的本质，不是经验对象的真理，而是纯形式的真理；由于这形式与人的感情和感觉相联系，艺术是一种有生命的形式。主要著作有《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1910）、《康德的生平和学说》（1918）、《符号形式哲学》（3卷，1923—1929）、《语言与神话》（1925）、《人论》（1944）等。


谢林，A.
 （Arnold Schering，1877—1941）　德国音乐学家。就学于柏林音乐学院。后在莱比锡师从克莱奇玛尔。1915年在莱比锡任音乐学教授。1920年后在哈勒和柏林任教。在音乐史学和音乐释义学方面均有新的建树。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音乐作品的内容和表现问题上，认为音乐作品的内在意义是与音乐之外的事物相关联的，文学、诗歌正是音乐产生的源泉。他将音乐看成由乐音构成的诗，在解释作品时，试图追溯启示作曲家创作该作品的文学或诗歌，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将音乐看成诗的内容的某种象征，用所谓“象征解释”的方法论证诗与音乐的综合。他还尝试用这套理论挖掘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与莎士比亚、席勒等人戏剧、诗歌之间的联系，以揭示作品的意义内涵。主要著作有《音乐释义学基础》、《贝多芬与诗歌》、《音乐中的象征》等。


盖格尔
 （Morietz Geiger，1880—1937）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和心理学家。1907年起在慕尼黑大学任讲师、教授，1923年任格廷根大学教授。初师承里普斯，后受胡塞尔影响，转向现象学。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美学，成为现象学美学的先驱。其现象学方法有以下特点：（1）只关心显现于知觉之中的对象，只注重对现象的描述，而不作因果说明；（2）只有当对象符合普遍规律时才被注意，需要把握的是对象本质的、内在的特性；（3）这种方法最本质的特征是采用一种特殊的直觉——“本质直觉”（Wesensintuition），以便在每一个具体对象中抓住其内在的基本特征。运用于美学，他注重对于外界对象和艺术作品而不是对于主体的分析。认为本质直觉是个人（即“自我”）对于对象合乎规律的、认真的观照，通过分析和比较，洞察对象的符合艺术形式的规律。他把“自我”所直觉到的事物的本质看成是“柏拉图形式”的物质与“黑格尔精神”中生气灌注的客体方式的结合。把艺术的价值分为形式价值、模仿价值和来自生命内容或精神内容的积极价值。认为只有审美对象的生命内容或精神内容才构成美的世界的真正核心。艺术价值总是包含着性质上的、存在上的观照，这与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和科学的价值是相同的，它与后四种价值的区别则在于艺术价值是观照的，同时又是没有利害感的。提出审美欣赏与其他体验的区别在于：（1）审美欣赏是种观照的欣赏，主体与对象应保持一定距离；（2）欣赏的对象是感性具体对象；（3）审美欣赏是种没有利害感的观照。审美愉悦是在对于具体对象的没有利害感的观照中所获得的享受。审美对象中所包含的愉悦性属于人的永久的价值保证，是一种人性的尺度，与人们普通的生理快感具有根本区别。其现象学美学的基本观点，对于英伽登、杜夫莱纳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论审美欣赏的现象学》（1922）、《通向美学之路》（1928）等。


沃林格
 （Wilhelm Worringer，1881—1965）　德国艺术史家。1907年以《抽象与移情》一文在伯尔尼大学获博士学位。1909—1914年在该大学任教，1914—1928年任教于波恩大学，后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哈勒维滕堡马丁·路德学院教授。美学上从“艺术意志”论出发，认为制约所有艺术现象的最根本和最内在的要素是人所具有的“艺术意志”，它是所有艺术现象中最深层最内在的本质，艺术作品的本质是艺术意志的客观化。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对形式的内心要求或需要，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和愉悦价值就在于满足这种心理需求。认为艺术意志来源于人的日常应世观物的心理态度即“世界感”。世界感能在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提出艺术中的抽象原则以反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移情”说，并从艺术风格样态角度用抽象和移情去具体界定艺术意志，认为人类艺术意志呈现为移情与抽象两种冲动，移情冲动主要呈现为古典风格，抽象冲动则呈现为现代风格，由此导致艺术史上两类基本艺术形式：几何形式，即抽象形式；有机形式，即移情形式。前者的审美风格是受外在自然的压迫而注重内在精神的民族的产物，后者是与自然亲近并能在其中得到满足的民族的产物。这种不同风格的形式发源于各自不同的世界感，如北欧人周围世界的严肃、寒冷和阴暗，促成了北欧人动荡不安和恐惧的感情，产生了哥特式艺术。其美学思想对于抽象艺术运动和表现主义都有相当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抽象和移情》（1908）、《哥特艺术的形式》（1911）、《木版油画的起源》（1924）、《希腊文化与哥特艺术——论古希腊文化的世界性》（1928）等。


乌提兹
 （Emil Utitz，1883—1956）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艺术科学论的代表人物。有时亦被称为客观美学论者。从学于布伦坦诺。1929年起任哈勒大学教授。主张美学和艺术科学各有所司，不应混同。美学只研究美，研究最纯粹的审美事实，着重探讨心灵的欢愉和创造想象力，不判断各种艺术现象和具体的艺术作品。认为审美态度是一种被动和静观的态度，是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没有利害感的观照，着眼的不是精神的或物理的现实，否则它就不纯粹。他把艺术科学看得比美学更重要，主张艺术创造应由既能作美学概括，又能对艺术作品的具体条件和关系作分析的艺术科学来承担。认为艺术科学与传统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门艺术的哲学，是关于艺术的价值和性质的科学。他的艺术科学主要分析艺术作品的目的和存在条件，认为艺术作品是价值的形象表现，其目的是要直接在观赏者的身上唤起感情，艺术作品的统一性就在于以唤起感情为目的的形象表现。为此艺术作品须依赖五个条件：素材的性质、艺术观众的态度、表现方法、艺术品存在的价值和水平。较早意识到艺术家本人的世界观与其作品的风格有关。对艺术美学从包揽一切的传统美学中独立出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著作有《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1914—1921）、《美学》（1923）、《美学史》（1930）、《审美的表现》（1932）等。


布洛赫
 （Ernst Bloch，1885—1977）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希望哲学”的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1905年进慕尼黑大学，1907年在符茨堡大学攻读哲学、物理学和音乐。1908—1909年，在柏林大学师从齐美尔，并结识卢卡奇。获博士学位。1918年在莱比锡大学开始学术生涯。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去瑞士、巴黎、布拉格等地，1938年移居美国。在美国完成了他最主要著作《希望的原理》3卷中的前2卷。1948年回欧，应邀任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曾任民主德国科学院院士，莱比锡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由于在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及对苏联的看法等问题上与官方有异议，1957年被解除大学教授职务。1961年8月后一直留在杜宾根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提出的“希望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人是一个处在向他前面的那个自我走去的路上的存在，人的本性同希望的需要分不开，希望是植根于人性本身中的固有的人类需要，因此人是朝向未来敞开的；现存的人只是局部的、不完备的人，他的真正完备的人性仍然在前面，希望所显示的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被实现，取决于人的意志和人克服障碍的能力；希望哲学的最后目标是“具体的乌托邦”，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达到了现在还潜藏着的本质，从而成了完备的、真正的人。这样的人是在作为开放主体的人和作为开放客体的世界的相互作用中达到的。希望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人心中希望的揭示，唤醒人类的这种酣睡着的乌托邦能力，以在实践中实现人性的理想境界。美学上他从希望哲学原则出发，认为艺术以幻想为中心，它通过幻想展现现实中尚未存在的东西，使未来现时化；对象在艺术中比在直接经验现实中得到了更加本质的表现，从而使事物的本质与真实达到了审美的超前显现。艺术是对完满世界的超前显现，是改善世界的幻想，它使人进入现实所未有的另一个世界，音乐尤其如此。在对音乐的美学研究中，坚决反对用数学观点解释音乐的传统做法，认为音乐与数学具有不同的时间概念，前者抛弃单调的重复，后者以重复为主，音乐以它的历史本质而有悖于数学。音乐经验是幻想经验的出色媒介体，音乐是对虚无运转世界的超越。这些思想对本雅明、卢卡奇、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具有深远影响。主要著作还有《乌托邦的精神》（1918）、《音乐哲学论》（1974）等。


考夫卡
 （Kurt Koffka，1886—1941）　德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前期代表。毕业于柏林大学。1905年开始心理学研究，1909年获博士学位。1911—1924年在基赞大学工作。1924年起在美国康内尔、威斯康星等大学和斯密斯学院任访问教授。把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运用于美学领域，认为艺术品是作为一种结构感染人的，它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集合，而是各部分互相依存的统一整体，是一种有力的“格式塔”（完形）。具有较高水平的艺术品是一种优格式塔，其各部分组成具有独特性质的层序统一，其内部诸方面的位置及其平衡都由整体的要求决定。对一个优格式塔作任何改变必将改变它的性质。认为艺术创造的特点在于某种客观的东西要求艺术家来创造，艺术家的工作受被创造的东西的指导。艺术具有向自我发出显示情感的要求的特性，艺术家的特殊才能在于严格遵守和满足自己想象中的事物的要求，技巧只是艺术家活动的一个方面。艺术创造包容了艺术家的“自我”，不同于完全客观的科学，科学家“进入世界”，而艺术家则“创造一个世界”。艺术心理学应该研究各种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要求。考夫卡为美学研究的心理学方向开辟了新途径。主要著作有《心理的发展》（1921）、《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艺术心理学问题》（1940）等。


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　德国电影理论家、社会学家。出身于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学习建筑。后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1933年任《法兰克福报》电影评论员。纳粹执政后避居法、美等国，从事电影和社会学研究。60年代回国。与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同为纪实派电影美学的倡导者。其电影美学旨在复原被异化的物质世界，从而拯救人类。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认为无节制的科学发展造成人类和世界的异化，电影的功能是让观众摆脱逻辑的抽象，回到未经修饰的物质世界，体会它原初的混沌状态和暧昧意义。提出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本质在于纪录现实和揭示现实，电影通过复原物质现实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在异化的现实世界中曾被忽略的各种现象，电影人的任务是排除戏剧化和虚构，揭示和探索现实。认为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种外延”，其任务在于复原物质现实，其主要表现对象是物质的细节、表层和瞬间；认为影片愈少直接接触内心生活就愈富于电影性。其学说对现代电影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影响。主要理论著作有《电影的本性》（1960）、《电影理论》等。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在德国的主要代表，曾在弗赖堡大学受教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1923年任马堡大学教授，1928年任弗赖堡大学教授，1933年被任命为该校校长。1934年辞去校长职，继续任教。哲学上从现象学观点出发，摈弃实证主义、唯理论的认识论，恢复人对事物本身的直接认识经验。认为世界只是虚无，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个人的存在是其他一切存在物的依据。在美学上，认为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分为思维（哲学）、诗作（艺术）两种。艺术与思维不可分，都是存在对人的展示，构成了“诗作的思维”与“思维的诗作”“双层性状态”。深入探讨艺术品的本源，认为一方面艺术品是从艺术家的活动中产生的，艺术家是艺术品的本源；另一方面作品又使作者以艺术的主人身份出现，为作者带来声誉，作品成为艺术家的本源。这两者相辅相成，但都依赖于一个先于它们的第三者——艺术而存在，艺术使在作品中自然结合起来的创造者和保存者各自起源于各自的本质。艺术作品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有物性，但它又包含艺术家使它成为艺术作品的东西。物性是作品的屋基和载体，被表现的使艺术成为艺术品的东西建立于这屋基之上。认为艺术作品是被创造出来而非制造出来的，被创造的存在寓于作品的物性之中，指示了存在者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家的匠心和意旨在于让艺术作品自身从其他东西的所有关系中解脱出来，只为自身并根据自身而存在。认为艺术无所谓美，它之所以取得美的艺术的名字，是因为它是真理存在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存在建立起一个世界，它比我们自认为可把握的东西的存在更加完整，它把世界“世界化”了。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作品以及其他审美对象只有经过人的理解才能存在的观点，对解释学产生直接影响，接受美学与解释学美学是他的美学思想的发展。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1927）、《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论人道主义》（1947）、《艺术作品的本源》（1952）、《诗歌、语言、思想》等。


埃德施米特
 （Kasimir Edschmid，1890—1966）　德国作家、评论家。表现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大学毕业后从事文学创作，1918—1922年主持《艺术和时代论坛》杂志，后游历欧、非、亚各地，1928年获毕希纳奖金。后曾遭纳粹迫害，被剥夺言论和写作自由，纳粹政权垮台后任德国语言和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哲学上提出存在是幻象的观点，认为地球立足于一种巨大的包容一切的感情之中，真正的存在，既非靠经验所把握的自然主义图像，又非割裂而狭小的印象主义感受，而是一种巨大的幻象，幻象之中既有感情，也有人，情感和人形成核心和始原。美学上认为艺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图像，使感情得到无限的扩张。世界存在着，但人所感知的外表的实在是不真实的，复制外界毫无意义，现实要靠人去创造，事物的意义要由人去把握。艺术家要透过事物抓取事实背后的意义，确切地把握世界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只存在于我们自身。艺术家不着眼于一时一刻，观察而不是看，经历而不描写，塑造而不再现，筛去事物的外表，探寻它的真正本质直至它更深刻的形式。艺术的最伟大的任务乃是在最为切实的核心中进行探寻，重新创造，创造出表现世界真实的形象。这种幻象才是艺术家用武之地。这种把艺术创作看作通过主观心灵的扩张和表现，再造现实世界形象的美学观点，对表现主义文艺创作和理论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创作中的表现主义》（1918）、《论文学中的表现主义和新诗》（1919）、《关于福楼拜和汉姆生的演说词》（1922）、《富有生命力的表现主义》（1961）等。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1892—1940）　德国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早年攻读神学与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特别受到马克思的文化理论的影响。1926—1927年访问苏联，1930年后，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工作。1933年纳粹执政后，于1935年起流亡到巴黎。1940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侵占巴黎后，在盖世太保的追捕下自杀身亡。其哲学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尤其是对法西斯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生机论的批判）、认识论（主要是真理问题）和历史哲学。他关于历史哲学研究的手稿、残片、笔记经德国学者R．梯特曼整理后，引起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兴趣。认为从维科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都肯定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过程是进步的，但事实上人们并不能从历史上发现任何进步。相反在犹太人的救世主义传统中，有一种从精神上对救赎的思考，这种精神上的救赎应该和社会解放是一致的。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和救世主义结合起来。美学理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对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20世纪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手工劳动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使与先前手工劳动社会相对应的以叙事艺术为主的古典艺术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以普遍的费解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如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和波特莱尔的抒情诗。提出描述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更替的艺术生产理论，认为艺术的演变由艺术生产力决定，艺术生产力是由创作技巧组成的，现代艺术的出现，是创作技巧的革命。特别对20世纪新崛起的电影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称电影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是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与戏剧和绘画不同，有独特的意义，如它通过特有的技术手段，丰富了我们的视觉世界，凭借技术手段通过对现实的分割和再组合，展现了我们日常视觉所未察觉的东西。认为这样一个新时代使人类艺术活动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作品价值由膜拜转为展示，由有韵味转为机械复制，由美转为后审美，等等。在西方，本雅明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尤其对阿多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德国浪漫派中的艺术批评概念》（1920）；《德意志悲剧的诞生》（1928）；《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写成，1963年问世）等。


伽茨
 （Felix Maria Gatz，假名为 Felix Goldner，1892—1942）　德国指挥家、音乐美学家。曾在柏林、埃尔兰根和海德堡等地的大学求学。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起至1933年，先后在吕贝克、柏林和维也纳等地乐团、合唱队和歌剧院任教，并于1925年至1934年执教于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研究院（1927年起任音乐美学教授）。1934年流亡美国，先后在匹兹堡杜肯大学、纽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大学执教，同时兼任一些乐团的指挥。其主要贡献在于首次把普通美学领域中的他律论和自律论的概念引进音乐美学，并提出一种以他律和自律为主线的系统分类方法。主要著作有《音乐美学读本》（1928）、《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1929）。此外，他还录制有唱片多种。


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1898—1956）　德国戏剧家。表现主义戏剧美学的代表人物。1917年入慕尼黑大学学医，不久应征入伍。1919年开始戏剧创作，注重主动的创造精神和象征手法。1922年任明兴剧院导演兼剧评家，1924年任柏林德意志剧院导演兼剧评家。1933年被纳粹政权驱逐出境，辗转欧美达15年之久，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关心苏联、中国的戏剧和戏剧理论。1948年回民主德国，1950年创建柏林剧院，实践自己的戏剧理论，形成叙事体戏剧流派，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戏剧美学上认为应吸收中国传统戏曲虚拟化、程式化的戏剧观，突破传统戏剧的结构形式，代之以叙述体戏剧形式，使观众成为观察者去理解、判断和认识事件，而不是使观众经历事件而产生感情，从而提出观众和演员在感情上与舞台保持“间离”的理论。接受表现主义美学的一些观点，认为艺术的娱乐是由新的首创精神产生的，艺术通过表现人类生活来激发创造性，唤起改造世界的能动性。认为应有充分的想象力使舞台背景表现历史的环境；演员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应对自己的角色表示态度，与观众建立真正的联系，观众也应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辩证认识的戏剧表演和不表现辩证认识的戏剧表演都不能令人满意，舞台上的人和生活都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充满矛盾的；戏剧应努力改造人的本质，使人看到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得到娱乐、教育和鼓舞，戏剧应为真理、人性和美服务。其戏剧美学思想被认为是世界三大戏剧理论体系之一。 主要剧本有《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1955）等，理论著作有《戏剧小工具篇》、《表演艺术的新技巧》、《戏剧辩证法》、《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等。


库恩
 （Helmut Kuhn，1899—1991）　德国美学家。曾就读于布雷斯劳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先在美国查佩尔·希尔大学、阿特兰大大学任教，后又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任哲学教授。曾与伽达默尔一起创办《哲学评论》杂志。主要著作有《艺术的文化职能》（1931）、《苏格拉底》（1934）、《美学书简》（1966）等。与吉尔伯特合著的《美学史》（1939）对后世美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　德国哲学家，哲学解释学的主要代表。曾在马堡、弗赖堡等大学攻读。192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起先后在马堡、莱比锡、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大学任教授。1962年任全德哲学学会主席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在《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将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传统结合起来，使哲学解释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学派。认为理解和解释不是一种单纯的认知方式，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解释学不是方法论，而是本体论，它要说明一切理解现象的普遍本质和基本条件，由此论述作为“此在”的人在传统、历史和世界中的经验和人的语言本性，并最终达到对世界、历史和人生的解释学理解和解释。把理解和解释的一切对象都看作文本（Text），认为文本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力图以效果历史的原则理解文本。运用现代解释学方法研究美学问题，开创了现代解释学美学。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1）把美学作为现代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认为美学领域是哲学解释学的三大领域之一（其他两个领域是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艺术经验是哲学解释学的出发点；审美理解和解释是在本体论范围内，“理解”构成了全部世界的本体论存在，艺术作品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它，当它对于我们是“清楚”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才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物而存在。（2）审美理解是解释学美学的核心概念。审美理解的客体必须是一种具有意义统一性的对象。就主体而言，审美理解总是和理解者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审美理解中的“偏见”是“合法的偏见”，理解和解释艺术文本意味着解释者本人的思想已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再现，不同的理解方式都具有合法性，绝没有一次就可以穷尽艺术文本全部意义的审美理解和解释。审美理解包含了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它的实现是对于艺术文本的“历史视界”和“现实视界”达到了“视界融合”。对艺术文本的解释包含了理解、阐释和应用三个基本环节。（3）主张从效果的历史中理解艺术文本。反对复制艺术文本，承认艺术文本与它的解释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历史距离，这种历史距离造成了对于艺术文本的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多样性的理解。（4）在艺术问题上，认为艺术不等于现实的复制，但又不完全脱离实际存在的世界，艺术中的世界是对实际存在的世界的集中和强化。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家和整个人类的自我表现，同时又是一种真正完善的人类游戏。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直接启发了接受美学，至今对欧美各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还有着广泛的影响。主要美学著作有《柏拉图与诗人》（1934）、《歌德与哲学》（1947）、《美学与解释学》（1964）、《黑格尔的辩证法》（1971）、《诗学》（1977）等。


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早年在法兰克福城的歌德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音乐，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并在该校社会研究所工作。纳粹执政后流亡国外，曾在英国进行音乐美学的研究，并著有关于克尔恺郭尔美学的论文。1938年去美国参加社会研究所的工作。1941—1948年为加州大学（伯克利）社会差别研究规划组织的负责人之一。1950年回联邦德国，与霍克海默尔一起任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尔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单独负责研究所的领导。主张一种贯穿着“否定辩证法”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现存社会是对人性的否定，人们应当全力拯救人性，艺术也应参与这种拯救。反对对现实肯定的传统艺术，主张创造否定现存社会、恢复现实中已丧失的人性内容的“新艺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文化商品”的文化工业是很容易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工业剥夺了个人的感情能力，使人的审美能力变得千篇一律，这种情况和一个不受控制的自由的社会的个性理想是对立的。认为一切艺术都是两重性的，是自足的形成物，又是社会现象；来自现存世界，但又“反世界”（Anti-Welt），艺术作品具有否定性的力量，它不仅是比现存的统治者更好的实践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一种对为了现存制度、在现存制度的统治下残酷地自我保存这一实践所进行的批判，当艺术抛弃了既存的感性现实时，艺术的感官愉悦性就上升为一种精神存在，观赏者应放弃对艺术品的单纯快感享受，注重于提高认识能力，自觉地意识到作品内容的真实与否，只有不适合这个世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对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新音乐的哲学》（1949）、《关于抒情诗歌和社会的演讲》（1957）、《否定辩证法》（1966）、《音乐社会学导论》（1968）、《文学笔记》（三卷，1966—1969）、《美学理论》（1970）等。


比梅尔
 （Walter Biemel，1918—）　德国哲学家。生于罗马尼亚。1942年赴德国弗莱堡大学，师从海德格尔；1945年起在卢汶胡塞尔档案馆工作，编辑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遗著多卷；1947年在卢汶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受海德格尔影响，试图从哲学角度来理解艺术。认为从美学的角度考察艺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在艺术中看到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并不是以通常的方式简单地命名各类事物和境况，而是昭示着那种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关联的方式。这种世界关联既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又包含着人与非人的存在者的关联，以及人与自身的关联。提出“切近”这一术语，用以指称这种世界，认为艺术就是去经验我们自身置于其中的那种“切近”的运作。他把从哲学的角度考察艺术分为两步，并用“解释”和“解说”这两个名称加以标示。在“解释”中，我们分析小说的内在联系，或者艺术作品的结构，以揭示出作品中的一切是如何必然地联系起来的。唯当作品的构造得到揭示之际，我们才能设问：小说意味着什么？在艺术作品中，有什么东西启示出来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展开，是由“解说”来完成的。“解说”把我们置入“切近”之维度中，而艺术作品即起源于“切近”并承荷着“切近”。其理论不是从传统意义的美学上去考察艺术，而是对美学的另一种本体论奠基，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在美学中的一种回应。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1973）、《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1968）等。


尧斯
 （Hans Robort Jauss，1921—1997）　亦译“姚斯”。德国美学家、文论家，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之一。康斯坦茨大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多次赴法国讲学，为国外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67年，为解决当时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把文学、美学方面与社会、历史方面割裂开来的“文学史悖论”危机，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影响和启发下，发表论文《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率先提出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后又接连发表了许多文章与专著，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角度较系统地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原理。其美学观点以7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目标是试图通过读者（接受主体）这个中介，在文学史研究中重建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本质联系。他既批评把文学史当作纯客观的文学事件的历史编排这样一种“实证主义”倾向，也批评把文学史看成纯审美形式演讲的形式主义观点，主张文学的历史性存在于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之中。提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和“视界的改变”等重要概念。前者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经验、文学素养等综合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鉴赏需求和鉴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审美经验的“前结构”，一种潜在的不自觉的审美期待和眼光；后者指在阅读中文学作品与读者原有的期待视界相互矛盾、作用、交融，达到改变、扩大提高原有视界的结果。认为文学的历史是通过读者与作品交互作用、不断改变读者原有视界的历史，文学史就是文学对读者的影响或效果的历史，或读者对文学接受的历史。在文学接受方面，认为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者关系中，读者不只是被动的反应，它本身就参与文学作品意义和价值的创作，决定着作品的历史命运，读者也是创造文学历史的能动构成因素。后期把研究重点转向审美经验，充分肯定和维护了审美经验和愉快在文学理论中的关键地位，提出审美愉快的三个基本范畴：创造（poiesis）、美觉（aisthesis）和陶冶（catharsis），指出这三个范畴分别揭示了审美经验的生产方面、接受方面和交流方面，共同动态地构成审美经验的整体内涵。他分别对这三个范畴的涵义在西方的历史演变作了细致考察，并同各时代的文学艺术发展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指出文学艺术越走向现代，接受者的创造作用就越加重要，注意到当代“文化工业”带来的对美和审美经验的否定和破坏，强调通过美觉层次上的审美经验抵御社会异化的迫切性。其接受美学思想有较强的历史感，对当代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作品（文本）转移到读者的根本性变革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著作还有《审美经验小辩》（1972）、《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学》（1979）等。


姚斯
 　即“尧斯”。


瑙曼
 （Manfred Naumann，1925—）　德国文学理论家。曾任民主德国科学院文学史研究所所长。他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相互关系的论述出发，阐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认为，在文学的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文学的生产是起点，文学被接受和产生效果是终点；文学的生产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文学作品只不过创造了一个接受前提，它还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反思才能产生效果。作品的意义内涵和艺术价值只是产生效果的“潜能”，要把这种潜能转变成现实的效果，必须通过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所以，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还取决于“接受主体”——读者的具体状况，如社会经济地位、职业、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文化修养、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等。主要著作有《文学与读者》（1972）、《社会—文学—阅读》（与人合著，1975）。


伊瑟尔
 （Wolfgang Iser，1926—2007）　德国美学家、文学批评家。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之一。康斯坦茨大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多次赴美讲学。受英伽登现象学美学的影响，从微观方面深入研究文学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着重揭示了文学阅读的心理过程，与尧斯共同创立了接受美学理论。对文学作品与文本作了区分，认为文学作品有艺术的一极（文本）和审美的一极（读者），艺术的极点是作者的文本，审美的极点则通过读者而实现，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以文本作为潜在的基础，在与读者的结合中得以实现的。提出文本的召唤结构理论，认为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语言文本的根本特征是具有召唤结构。文本的召唤结构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空白”，指文本中未实写出来或明确写出的部分，如叙事文学中情节的中断等；二是“空缺”，指文学语词、句子、段落等语义单位之间的中断或不连续性，主要体现在读者阅读时的“视点游移”过程中；三是否定，指文学文本在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方面常常否定和打破读者原来的视界和习惯，造成阅读过程中的动力学空白。这三个因素共同激发、召唤、诱导读者在阅读中发挥创造性的想象来填补空白，连接空缺，建立新视界，构成文本的基本结构。还按照“阅读现象学”原则深入探讨阅读行为，动态地描述了阅读的心理过程。认为文学文本是在语义单位字、句、段的连续展开中呈现给读者的，阅读是读者在“视点游移”的时间流中不断被激起期待又不断被打破期待，不断在上下文关系中进行回忆、对照、比较、修改、综合的过程，其中读者在建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关系时真正地促使文本展示它潜在的各种复杂关系。提出阅读中通过想象来填补空白、连接空白、实现“召唤结构”的内在动力，是人的心理上的“完形”倾向和功能。强调阅读的“完形”过程实际上是卷入幻觉、追求文本的统一性与打破幻觉、形成“陌生的联想”（多义）的矛盾运动过程。认为阅读过程导致读者审美视界的更新，达到自我的提高。伊瑟尔从读者角度入手，尝试把接受美学应用到美学批评的实践中去，特别对16世纪以来许多英国著名小说作了独特的分析，揭示出越走向现代，小说艺术的召唤性越强、空白与空缺越多、越需要读者的能动创造的发展趋势。主要著作有《隐含的读者》（1974）、《阅读行为》（1976）等。


达尔豪斯
 （Carl Dahlhaus，1928—1989）　德国音乐学家。1947年至1952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音乐学，1953年获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哥廷根剧院和《斯图加特报》。1967年后任教于柏林技术大学。曾任德国音乐学学会主席（1977—1979），并为《瓦格纳全集》、《音乐学手册新编》系列丛书、《音乐戏剧百科全书》、《里曼音乐辞典》等重要大型音乐出版物的主编。史学和美学是其音乐学术的“双重主题”，认为“历史与美学实际上处于互惠的关系中。”其历史方法论主要受法国结构主义历史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的影响，其音乐美学研究，注重对美学观念和思想范畴背后的具体历史文脉进行梳理和诠释，强调“美学的体系即是它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各种观念和各种不同渊源的经验相互交叉影响。”一般认为，其学术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1）将音乐美学重建为音乐学中的中心学科；（2）为20世纪先锋音乐的历史和分析建立了思想框架；（3）拓宽了音乐学的研究领域，将系统音乐学、建制历史、沙龙音乐研究以及原先被排挤在边缘地位的其他子学科囊括其中；（4）唤醒了对19世纪音乐史研究的学术兴趣。主要著作有《音乐美学》、《分析与价值判断》、《瓦格纳的美学》、《浪漫与现代之间》、《绝对音乐的理念》、《音乐史原理》、《音乐中的现实主义》、《十九世纪音乐》和《贝多芬及其时代》等等。


施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　德国作曲家。是二战后德国前卫音乐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电子音乐的开创者。于科隆音乐学院及科隆大学完成音乐教育。1952年受邀在巴黎法国电台“具体音乐”研究小组工作，完成具体音乐作品《练习曲》。1953年在西德科隆广播电台电子音乐实验室工作，1954年发表第一部电子音乐作品《练习Ⅰ、Ⅱ》。50年代到70年代在世界各国作学术演讲或指挥演出，并多次在现代音乐的重要基地之一达姆施塔特的“国际新音乐讲习班”讲学。1963—1968年在科隆创办“新音乐讲习班”，1969年成立“施托克豪森作品出版社”，专门出版他的乐谱及唱片。1971年被任命为科隆大学作曲教授。其创作理念以不断超越自己为特色，采用传统、序列、具体、电子、偶然、环境、概念等不同音乐手法来塑造音乐，从早期全面控制、高度结构化的音乐到后来切入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的解构式音乐。《少年之歌》（1956）是他空间音乐理论的尝试，被称为电子音乐创作的里程碑；《群》（1958）则把空间音乐、电子音乐的经验运用到管弦乐的写作，这是他早期序列音乐最有气魄的代表作。20世纪60年代后音乐思想发生转变，发展出一种非戏剧性、非指向性的“当下形式”，即在每一个当下，音与音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否定，音响与乐音之间的区别已消逝，使得音乐的结构彻底解体。其音乐风格的转变或灵感更多得自于科学、文学和绘画。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先后入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964年起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1971年起主持施塔恩堡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后又转至慕尼黑市任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83年重返法兰克福大学。其理论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但已少有第一代成员们激进的“否定性”立场，而试图通过“社会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能完全适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统治造成人的全面异化，人的精神陷入危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整个社会出现合法化危机。提出“社会交往行为理论”，主张人们交往行为的合理化：（1）交往行为合理化要求行为主体之间诚实的交往和对话，这样才能建立起相互理解、信任的和谐关系。（2）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是建立起人们共同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即人的平等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的“普遍伦理原则”。（3）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往者之间的对话来实现。（4）当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宜再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应采取“纯粹交流思想”的乌托邦模式，即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保障人际对话和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进行，摆脱国家的控制和干预。其美学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摆脱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厚望寄托于文学艺术，坚持美学的现代性，肯定现代艺术打破传统艺术的“光晕”、引导人们摆脱依附、寻求解放的功能。指出反传统文化、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锋派艺术不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希望，而是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是对交往行为合理化要求的潜在期盼，从而抵制后现代艺术。他立足交往行为理论，把艺术定位于人际、主体间建立交往关系的有效方式，让艺术在交往关系中获得其本质，发挥其功能，进而推进现代文化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形成了独特而有创造性的美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1962）、《知识与旨趣》（1968）、《走向理性社会》（1968）、《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等。

瑞士


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1818—1897）　瑞士艺术史学家。1839—1843年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巴塞尔大学任教。其早年著作主要在美术史方面，1852年出版第一部文化史著作《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1860年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该书被欧洲学界公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记述了从13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中叶这三百年间意大利文化的发展情况，依次阐述了政治、思想、学术、社交生活和道德宗教等方面的内容。认为政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政治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不是政治黄金时代的产物，而是在无止境政治动荡里，由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文化菁英与深切了解文化艺术重要性的有识之士合作打造出来的文化高峰。其他主要著作还有《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1855）、《意大利文艺复兴史》（1867）等。


阿披亚
 （Adolphe Appia，1862—1928）　瑞士舞台美术家。图案化立体布景的倡导者之一。强调通过光和影来制造舞台氛围。致力于研究瓦格纳歌剧的舞台美术设计。重视舞台美术的造型作用，强调舞台灯光的艺术表现能力；认为演员是演出的中心，是衡量其他演出因素的尺度，主张根据演员活动的需要考虑灯光、音乐、布景与表演的有机结合；要求废除平面绘景而代之以立体布景，认为二维的画景与三维的演员是对立的。其理论对后世现代戏剧家有较大影响。著有《瓦格纳乐剧的演出》、《音乐与舞台》、《有生命力的艺术品》等。


沃尔夫林
 （Heinrich Wölfflin，1864—1945）　瑞士艺术评论家、美学家。曾就读于巴塞尔大学，后在巴塞尔、柏林、慕尼黑、苏黎世等大学任教。是形式主义艺术论的著名代表之一。提出“无名的艺术史”和“风格史”的思想。认为“视看”的历史根据一种内部的逻辑而发展，既不与社会外部环境有关，也不与艺术家个人的精神构造有关，艺术史不应是一个个有名字的艺术家的历史，而应是艺术作品风格的发展史，艺术史家应对这种风格发展史作解释和说明。主张建立“无名的艺术史”，把艺术家个人目的和动机的艺术史转变为一种非个人的风格、形式问题的艺术史，使艺术史从种种偶然的和任意的因素中解放出来，成为艺术发展过程内在必然性的揭示。认为艺术风格的变更和发展取决于人类感受性的变迁，并不由个人随意转变。艺术史研究的出发点应是人类感觉和想象方式的发展变化。绘画史是纯视觉的历史，绘画的不同风格只是不同的视看方式所造成的。揭示这些视觉的发展阶段，揭示画家个人风格、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得以表达的视看方式和再现方式，是艺术史的目的。提出五对概念作为视觉发展秩序的基本范畴：线描和图绘、平面和深度、封闭形式和开放形式、多样性和同一性、明晰和朦胧，并用这五对概念中的前一项来分析古典艺术，用后一项来分析17世纪以来的近代艺术。他的艺术史研究对大量的视觉经验作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的分析，尤其是以风格演变作为艺术史的发展线索，开辟了艺术形式自身发展规律研究的新途径，对艺术史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他对艺术史偏重于形式分析，忽视了艺术题材以及社会因素的分析，有一定局限。主要著作有《建筑心理学序论》（1886）、《文艺复兴和巴洛克》（1888）、《古典艺术》（1899）、《艺术史的基本概念》（1915）、《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感》（1932）等。


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精神分析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1900年毕业于巴塞尔大学，1902年获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该校和苏黎世贝格霍尔茨利精神病院工作。1907年与弗洛伊德会面并成为其主要信徒和合作者，在精神分析研究方面获国际声誉。1909年随弗洛伊德赴美讲学。1911年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一任主席。1912年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停止私人往来，1914年辞去主席职位，退出学会，建立自己的“分析心理学”，使精神分析学分为弗洛伊德派、荣格派和阿德勒派。1932—1942年任苏黎世联邦综合技术大学教授，1944年任巴塞尔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基本分歧在对“力比多”的看法上，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认为“力比多”不专指性爱，而是普通的生命力，性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按人的心理状态将人划分为外倾型和内倾型两类，创立了以区分两种类型为主的“性格学”，并将人格分为有不同规定性的各种类型。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认为人的精神整体即人格，可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其中意识是次要的，是很小的部分；下一层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等组成的无意识，它们属于个体；最底层是集体无意识，它包含着连远祖在内的过去各个世代所积累起来的种种经验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在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用“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概念来阐释艺术和审美现象。反对把艺术作品看作是性欲替代性满足的结果，认为艺术作品的个人心理的背后有更深刻的非个人的集体心理根源，文化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集体无意识的符号化活动。人的思想意识过分压抑低一级的感情的心理活动会导致人的精神的内部分离，艺术是使意识和无意识达到和谐的妙药。艺术家的职责是成为人类无意识的灵魂生活的媒介者和创造者。艺术的社会意义就在抓住从最深的集体无意识中产生出来的原型意象，通过适当的变形使它成为人们所接受的形象，从而唤醒隐蔽在人们头脑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形成顿悟，产生美感。他的美学观对后人产生较大的影响，“神话原型批评”派把荣格奉为奠基人之一，“原型”概念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主要著作有《无意识的心理学》（1912）、《分析心理学论文集》（1916）、《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1933）、《心理学与宗教》（1938）、《人格的整合》（1939）等。


库尔特
 （Ernst Kurth，1886—1946）　瑞士音乐学家。生于奥地利。受叔本华、赫尔姆霍尔兹、弗洛伊德的“意志”、“无意识”、“能量”等观念的影响，提出能量论音乐观。认为人类心理的最深层是无意识状态。作为本能欲望的非理性的意志，正是潜藏在这种深层的无意识中。这种无意识状态的意志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即“心理能量”。这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处于运动状态的东西，时刻要求发泄和寻找释放的途径，以达到平衡。这种体现意志的、具有强大张力的心理能量是音乐最深层的本源。他用这种能量论的音乐观考察浪漫主义音乐中和声、旋律等形式要素，并与古典主义音乐思潮进行比照，在此基础上从人类心理层面上揭示浪漫主义音乐的本质。其重要著作《线性对位基础》、《浪漫主义和声及其在“特里斯坦”中的危机》至今仍是西方音乐学的经典著作。


皮亚杰
 （Jean Piaget，1896—1980）　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1918年在纳沙特尔大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19年就学于巴黎大学。1921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纳沙特尔大学、日内瓦大学、洛桑大学教授。曾担任国际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院长兼心理实验室主任等职。1954年被选为国际心理学会主席，1955年起任日内瓦“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主任。1921年开始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以此作为探讨认识论问题的途径。指出通过研究最初级水平的儿童智力活动，可以更好地了解成人的思维结构。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及高级水平的认识，看不到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认为认识具有生物学前提，“心理发生只有在它的机体根源被揭露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发生认识论原理》）。从心理的发生发展来解释认识的获得，认为认识是不断建构的产物，建构构成心理图式结构，这一结构不断由简单向复杂发展，从而使认识活动不断向前发展。认识的建构需要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包括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基本概念，其中图式是最主要的概念。图式指可变的动作的结构，它构成婴儿全部认识活动的基础。婴儿最初的图式是通过遗传获得的本能动作，它在与客体接触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和内化为数学逻辑结构。同化指主体把客体纳入自己的图式之中，并引起图式量的变化。顺应指主体的图式通过自身的变化，对于不能同化的客体的适应。平衡是同化和顺应两者的协调。认识的建构过程就是以图式为基础的不断地同化、顺应和平衡的过程。认为心理发展包含四个基本因素：（1）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成熟；（2）练习与经验；（3）社会性经验；（4）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平衡过程。其发生认识论对现代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日益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皮亚杰运用发生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解释儿童艺术，认为儿童的绘画介于象征性游戏和心理表象之间，有时是模仿的顺应作用的一种准备，有时则是模仿的顺应作用的一种产物。儿童的象征性游戏是经过象征作用，用可闻可见的具体情境来象征心里的意象。儿童的游戏、绘画与艺术家的创作相比虽有简单复杂之分，但所经历的过程则是相同的，即都是把意象客观化，以外界的模样为基础，经过意匠经营造成一个新的具体形象。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对于解释艺术思维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和思维》（1923）、《发生认识论导论》（1950）、《结构主义》（1968）、《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等。


凯塞尔
 （Wolfgang Kayser，1906—1960）　瑞士文学理论家。1937年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938年在莱比锡大学任兼职教授。1941年任里斯本的德国文化研究所负责人。1950年任哥廷根大学教授。曾与英伽登、韦勒克等人一起为“理论诗学”（即“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他将诗学作为文艺学的核心，把文学创作作为语言的艺术作品来研究，专注于对语言、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探究语言的艺术作品的本质。认为应该从语言的方面而不是从文艺以外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内容是经过构造的东西，文艺学就是要研究文学作品的构造。文学研究应该在守护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本体研究的前提下，开拓理论空间、视野，突破文化、时空之限，寻求超越单个文化体系之上而具有一种世界性普遍解释力的文学理论。主要著作有《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

奥地利


汉斯立克
 （Eduard Hanslick，1825—1904）　奥地利音乐评论家、美学家。曾系统地学过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并先后在布拉格和维也纳学过法律，184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任检事。1852年至维也纳教育部任职。1856年起在维也纳大学讲授音乐史和音乐美学，1870年升为教授。其音乐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认为美的事物本事就已是完美的，不需要产生情感效果。音乐美学应以音乐所特有的美为根据。音乐特有的美在于“乐音的运动形式”，它是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音乐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在音乐中，“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即乐音的结合关系。音乐的原始要素是和谐的声音，它的本质是节奏。音乐用乐音为原料表达乐思，一个被完整地表现出来的乐思是一种独立的美，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用来表现情感和思想的手段或原料。还认为音乐能在听众心中激发起情感，但这只是一种生理现象，甚至是一种病理现象，与音乐美没有关系或很少有关系。但承认美的最后价值必须以情感的直接验证为根据。其音乐美学思想一直为西方音乐界和哲学界所重视，至今仍有相当影响。主要著作有《论音乐的美》（1854）、《维也纳音乐会事业史》（二卷，1869—1870）、《近代歌剧》（共九部，1875—1900）等。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美学的主要代表。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学医，1876年当助理研究员，1881年获医学博士，后从事精神病的治疗和理论研究，1895年开始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1909年赴美讲学，并获美国克拉克大学名誉博士。1908年创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1930年获歌德文学奖。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和完善了精神分析学。提出精神分析学的两大命题：（1）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的过程只是整个心灵的部分和动作，反对“心理的即意识的”这种提法。（2）潜意识以性冲动为核心，潜意识中性欲受压抑是精神病的重要起因，发现和分析潜意识也就找到了治疗精神病的心理基础。晚年对早期的泛性欲主义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人格三结构，认为整个心灵应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并根据对破坏性、挑衅、侵略性等冲动的研究，提出“死的本能”概念。其学说涉及社会生活、艺术、教育等许多领域。在美学上，他应用精神分析学原理来研究艺术创造、欣赏和其他美学问题。认为人的“本我”（本能冲动）受到以“超我”为标志的存在压抑时便转向其他途径求得满足，宗教、哲学、艺术、梦等都是压抑转移的方式。艺术是本能（主要是性本能）冲动在现实中无法满足，转而通过想象获得替代性满足的一种方式。这种把本能冲动转向社会，把纯粹的性冲动转变为社会所允许的社会性目的的过程，便是升华。艺术是这种升华的重要途径。重视梦与艺术的关联，认为艺术以幻想形式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幻世界，在此意义上艺术同梦幻相似，儿童通过游戏直接表现自己的愿望，成人则以梦幻形式来表现愿望，艺术就是一种“白日梦”，但又不是赤裸裸的梦，而是一种经过艺术形式和技巧伪装、变形和修饰的梦，艺术形式与艺术中的美都是伪装。由于艺术之“梦”有自欺的能动性，又具有审美形式给人以美的快感，因而减少了个人的利己主义性质，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使读者也能进入压抑与转移的白日梦之中。提出要研究情感这一美学的最边远地区，认为悲剧或魔怪形象的艺术作品的幻想内容既同人们熟悉的现实巧合，又不受实践检验；它能产生审美效果，但不会真正导致害怕心理，从而与“自我保护动机”达到了一致。认为喜剧性来自：（1）人类社会关系中一种未意想到的发现；（2）对象身体的过大消耗和心力的过小消耗引起观赏者的优越感；（3）正常感情的夸张变形。从性本能观点出发，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说，并用所谓“恋母”、“恋父”情结来分析古今文艺作品，开了对文艺作品进行心理分析的风气之先。其美学观对现代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形成了精神分析美学流派，而且出现了一大批体现弗洛伊德思想的文艺作品，并对其他许多美学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都有直接启发。主要著作有《梦的解析》（1900）、《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创作家与白日梦》（1908）、《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1912）、《精神分析引论》（1915—1917）、《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3）等。


李格尔
 （Alois Riegl，1858—1905）　奥地利艺术史家，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成员之一，形式主义流派的开创者之一。主要研究罗马晚期艺术和巴洛克艺术。认为罗马艺术有其自身的魅力，不是希腊艺术的一种倒退。他的艺术史写作方式为艺术史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被公认为是现代艺术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特别是其提出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概念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主要著作有《风格问题》（1893）、《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1901）、《荷兰团体肖像画》（1902）等。


申克尔
 （Heinrich Schenker，1868—1935）　奥地利音乐学家。就学于维也纳音乐学院，师从布鲁克纳等。后创立音乐作品分析学说，认为音乐杰作的内部存在一种“有机的内聚力”，使得音乐作品的各部分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在安排组合的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从而颠覆了传统曲式仅仅关注不同音乐片段之间的连接或各个曲式分段之间的排列组合的倾向，转向关心音乐作品的整体统一性和时间的方向感。为实现这种新的音乐分析理论，他创造了简化还原的方法，将音乐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成分区分开，以“基本结构”（Ursatz，也译作“原始结构”）——任何一部有价值的调性音乐作品所必备的共同结构作为分析体系的概念核心，并通过“音级”（Stufe）和“延伸”（Auskomponierung）、“层面”（Shichten）等概念的介入，将音乐结构分为背景（Hintergrund）、中景（Mittelgrund）和前景（Vorgrund），阐明了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的“基本结构”在“有机的内聚力”驱使下展现出来的结构图景。主要著作有《新音乐理论与幻想》（1906—1935）、《音乐中的杰作》（三卷，1925—1930）等。


兰克
 （Otto Rank，1884—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美学家。精神分析美学的代表之一。1912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德国语言学博士学位。1912—1924年参加欧洲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杂志《意像》和《国际精神分析学报》的编辑工作。1919年创立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并任社长，至1924年，因与弗洛伊德观点不合被攻击，后移居巴黎和美国，从事教学和心理治疗工作。1936年定居纽约。修正以前的观点以适应美国社会。美学上，致力于把精神分析学运用于神话、文学和艺术的研究，以梦的结构理论来解释艺术家的心理过程。如将古代英雄和帝王的降生多伴有弃孩于水或救孩出水的情况说成是分娩的象征，认为古代神话象征的方法与梦中所应用的相同，由此说明艺术中的生活现实不是生活本身，而是艺术家自己潜意识的梦幻似的转移或表现。认为艺术家介乎梦幻者和精神病患者之间，所不同处在于艺术家有能力使自己的本能冲动和愿望“升华”为可供人欣赏的形象。他深入研究古今艺术作品中的乱伦题材，认为这类题材反映了人们心理深处的恋母情结和原始本能，艺术作品将这些人类普遍的原始冲动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恋母情结为诗歌和神话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推动力。兰克在把精神分析学理论应用于美学研究和艺术分析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受到广泛的重视。主要著作有《艺术家》（1907，后增订为《艺术和艺术家》）、《英雄诞生的神话》（1909）、《诗歌与神话中的乱伦主题》（1912）、《生之创伤》（1924）等。


埃伦茨维希
 （Anton Ehrenzweig，1908—1966）　奥地利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心理学家。在声乐和钢琴演奏方面素养颇高，并擅长绘画。他将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基本原理和精神分析美学融合起来，认为视听艺术作品均包含有表层知觉和深层知觉两种成分，运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分析了表层知觉中的“具象形式因素”（articulate form elements）；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原理，考察了深层知觉中的“非具象形式因素”（inarticulate form elements），并以这两种知觉理论为基点，考察了西方艺术的总体发展史。他重点探讨了艺术知觉过程的无意识结构，认为它制约着艺术家和鉴赏家们在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对非具象形式因素的使用和领悟。提出“弥散的视觉”和“弥散的听觉”等概念，试图以此来解决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在艺术创造中如何结合这一关键问题，指出无意识的知觉过程对于艺术的重要意义，艺术作品的伟大与否与其能否在新时期精神中不断再生有重要联系，再生离不开产生于艺术家无意识的复杂散乱的底层结构，在艺术中对艺术手法的探索和对自我的探索是同一过程。主要著作有《艺术视觉与艺术听觉的心理分析》（1953）、《艺术的潜在次序》等。

西班牙


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　西班牙作家。出身没落贵族。1570年入伍，在同奥斯曼帝国的勒邦多海战中负伤。1575年回国途中为海盗所俘，至1580年才赎得自由。回国后从事写作。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广泛描绘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是欧洲早期运用流浪汉小说的样式所创作的优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其他主要作品有《奴曼西亚》、《惩恶扬善故事集》、《加拉黛亚》等，这些充满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品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创作理论上，塞万提斯坚持忠于历史真实的创作倾向，认为反映历史真实是文学得以生存的根本属性；重视作家的才情，强调人的能力与价值。他把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和创作心得结合起来，从作家的立场阐释了一些重要的文艺问题，为后世小说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从否定的角度主张小说的独特性：小说不应借助于经典，应体现创作上的自由；小说是想象的艺术，不追求精确；小说不应以说教为主要目的；小说不是哲学，它主要不是用来传达思想的，它无需借助哲学家的格言，也无需拘束于《圣经》的教训。（2）从肯定的角度阐释小说宗旨：小说的语言必须生动有趣、准确合适；小说的故事情节必须新奇而且能够使人开心；小说创作中最核心的观念——“描写的时候模仿真实，模仿得愈亲切，作品就愈好”。提出小说具有鉴戒作用和娱乐作用，这在当时都是全新的观念。


维加
 （Lope Félix de Vega-Carpio，1562—1635）　西班牙剧作家。曾入耶稣会学校，后入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曾志愿参加“无敌舰队”和1588年的对英战争。1614年成为僧侣。一生主要成就在戏剧创作方面，有“西班牙戏剧之父”之称。美学理论上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和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主张戏剧创作应以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为准则，反对用“合法的规则”来约束文艺创作。认为同“合法的规则相反”，由观众来制定规律，才能使人们的审美爱好得到满足，才能反映自然、反映大众所处的那一时代的风尚和精神。坚持艺术的目的在逼真地反映现实，艺术的真实是经过概括而反映出来的整个人民生活的真实。主要著作有《当代编剧的新艺术》（1609）。


费霍-蒙特内格罗
 （Feijooy Montenegro，1676—1764）　西班牙著名学者、启蒙运动哲学家。他发展了西班牙古典主义美学。在《艺术的复兴及古代人的辩论》一书中，试图解决古诗新诗孰优孰劣的传统争论问题，为古诗辩护，把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提高到艺术和美学经典的高度。他反对趣味无可争辩的观点，在《论审美趣味的基础》中，力图证明审美趣味有自己的原因和根据，所以趣味是可以而且应当争论的。审美趣味的差别及其多样性取决于气质和情绪的差别，但后两者都是建立在天赋原因之上的。尽管审美趣味多种多样，但是都有其原因，因而应当服从一定的规则。


霍维利亚诺斯
 （Gaspar Melchor de Jovellanos，1744—1811）　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757年到奥维耶大学学习哲学，后转去阿维拉和阿尔卡拉大学学习神学。1774年升为皇家法院法官。创作了很多抒情诗和哲理诗，并为西班牙的教育、农业、机构改革著书立说。认为文学和艺术应当为人民的启蒙教育和培养审美趣味服务。把人民的自由和福利及其剧艺和节日的游艺活动联系起来，要求改革戏剧、音乐、舞蹈的体制。在美学领域，以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作为依据，力图以古典主义的精神来保持语言的纯洁性，并力求为文学和艺术建立本应由学院来制订的规则。他代表了18世纪西班牙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一派。有关于西班牙艺术的论述《对美术的赞美》。


阿特亚加
 （Esteban Arteaga，1747—1799）　西班牙启蒙运动者。他反对任何关于美的抽象的和经院式的争论，确信全部知识和观念都起源于经验，所以研究美的本质应和研究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联系起来。持模仿论，认为真正的鉴赏家在艺术中所寻求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复制品，而是模仿。模仿的对象不但包括优美的东西，也包括丑的对象，在艺术中由丑向美转化是通过模仿来达到的。模仿并不是简单地表现自然界中所存在的东西，而是寻求和集中各种对象所固有的美的特征，创造出理想类型的美。阿特亚加代表了西班牙启蒙运动的民主主义一派。主要著作有《论意大利音乐剧的变革》、《关于理想美是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一切艺术之对象的哲学探讨》。


奥尔特加·加塞特
 （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　西班牙哲学家、美学家、人文主义者，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被认为是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1904年获马德里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欧洲游学，广泛接触了德国哲学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对德国浪漫派的思想观点也颇有钻研。1910年起长期担任马德里大学哲学系主任、形而上学教授，对西班牙思想界有很大影响。1915年创办《西班牙》杂志，对20世纪西班牙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率先注意到大众现象并致力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大众的反叛》等。1925年发表《非人性化的艺术》，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给予了深入浅出的理论化阐述，这部专论1948年被译成英文广为流传，是关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认为现代艺术家不再笨拙地朝向实在，而是朝与之相对立的方向行进。疯狂地把实在变形，打碎人的形态，并使之非人化。在现代主义艺术那种碎片化、充满张力的反艺术的表达方式中，人的形式已经被肢解，人的形象已死亡并同自然脱离，他把这种艺术命名为“非人化的艺术”。主要著作还有《唐吉诃德沉思录》（1914）、《观察者》（八卷，1914—1934）、《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1921）、《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等。

俄国、苏联


罗蒙诺索夫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
 e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　俄国学者、诗人。先后就读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基辅莫吉梁学院和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1736—1741年被派往德国马堡大学深造。回国后在彼得堡科学院工作，先后当选为院士、院长。1755年创办莫斯科大学。哲学上，持机械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物质是组成物体和决定物体本质的东西。认识论方面，坚持经验必须和理论概括相结合，认为判断是从可靠的和反复多次的实验中得出来的。美学上，主张“美即认识”，将艺术理解为给世界增添美和为社会谋福利的一系列艺术作品，是理解现实的特殊方式和培养情感、理智的有力手段，艺术作品的价值是由其基本思想的社会意义和主题的重要性决定的。他提出“三体论”，将俄语语言与文体严格划分为高、中、低三级。其美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论俄文格律书》（1739）、《修辞学》（1748）、《论俄国语言科学之现状》（1756）、《论杂志撰稿人之义务》（1755）、《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等著作中。


别林斯基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评论家、美学家。1829—1832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因撰写揭露沙皇、反对农奴制的剧本《狄米特里·卡里宁》，被开除学籍。1833年起先后任《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同时代人》等刊物的撰稿人、主编、编辑等。其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40年代前，受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影响，认为“诗应描写诗人周围现实的合理性”，把改造俄国社会的理想寄托在启蒙教育和道德修养上。40年代后，艺术观转向现实主义。根据文学再现现实的思想，提出“镜子说”，要求文学能动地反映现实，促进文学进一步面向现实生活；主张“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永远高于艺术”。把诗分为“现实的诗”和“理想的诗”两种，前者要求诗人忠于生活的现实性，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后者要求诗人根据时代和民族的固有理想改造生活。两种诗不分轩轾。但“现实的诗”是一种时代的诗，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和需要。提出“激情说”，认为激情是作家主观意识的表现和主观情绪的反映，激情的品格越高，文学创作的思想性越强，这一理论促进了现实主义创作中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坚持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注意文学的思想性。要求诗歌不仅要有流畅和铿锵的音调和感情，还需要有组成诗歌真正内容的思想，反映时代精神。首次提出“形象思维”的概念，指出“诗人用形象来思考”，用形象和图画来说话，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正确论述了文艺创作过程的本质及其特征。在现实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上，认为艺术源于现实，现实高于艺术，现实本身是美的，现实美在于内容，而不在于形式；艺术美则把自然“融化在优美的形式里”。重视艺术想象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想象表现了用形象进行思考这一原理的基本特征，指出古代希腊艺术是当时人们通过想象和使用形象进行思维的产物。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提出关于美的见解，认为审美世界是一种不断劳动、不断行动和变化的世界，“是一种未来和过去进行永恒斗争的世界”。认为典型化是作家创作的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在近代美学家中第一个把典型化提到艺术创作的首位，早期的典型理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观念化、类型化色彩；二是重视典型的个性化特征。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的名言。后期强调艺术面对现实生活，揭示事物本质，倾向于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主张把典型放到一定的生活环境中，使其体现出时代精神的特征，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观点和一定的阶级观点，这一思想成为别林斯基具有的独创性见解。其美学理论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直接继承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形成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幻想》（1834）、《智慧的痛苦》（1840）、《艺术的概念》（1841）、《给果戈里的信》（1847）、《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


赫尔岑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
 ，1812—1870）　笔名“伊斯康德”（Искандер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作家。生于大贵族家庭。1829—1833年在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一年，因被控具有自由思想而被逮捕、流放。1847年被迫出国，过政治流亡者生活，曾创办《北极星》文艺丛刊、《俄罗斯之声》、《钟声》等刊物。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认为自然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识是自然界发展的最高阶段，思维的规律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规律，脱离人脑之外的纯粹思维是不可能的。美学上，提出“审美现实”这一概念指称现实物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的联系，认为这种联系构成了“和谐的世界”。强调美“不能置身于自然规律之外”，只有对社会的人才具有审美意义，才是一种“审美的现实”。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的特征在于“艺术是想象，科学是理解”，艺术家的思想“由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为形象”。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坚持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民性，认为文学“作为人民的语言，是他的生活的表现”。肯定俄国文学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强调以果戈里为代表的“新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病理解剖”，“对现存秩序的新的否定”；同时十分重视出类拔萃的正面人物的塑造，认为通过这种典型能最充分、最鲜明地体现时代的理想和美。认为艺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艺术是历史地发展着的领域，应在文化总体发展的轨道内研究艺术史，并把文化的总体发展理解为各种世界观的交替。涉及美学问题的主要著述有《浪漫主义浅尝派》（1842—1843）、《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0）、《阿·伊万诺夫》（1858）、《终点与开端》（1862）、《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关于意志自由的一封信》（1868）、《往事与沉思》（1855—1868）。


陀思妥耶夫斯基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　俄国作家、思想家、政论家。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当过制图员。1849年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与流放期间，对革命失去信心，想从宗教中找寻出路。美学观点最初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的影响下，接受将文学与艺术理解为“表现人民生活”、“社会的镜子”的观点。60年代初期以前，通过艺术创作表现的实践美学和他的理论美学观点基本上遵循着所谓“自然主义学派”的原则。同时，由于少年时期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将美视为培养人的精神世界的基本审美现实，对于艺术在直接解决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方面的作用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这一立场在他回到彼得堡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参与60年代由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掀起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曾尝试调和所谓“功利主义”（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种极端立场。在提出用宗教手段改造世界的语境下，认为美是真和善的形象、感性外观和象征，“美可以拯救世界”，美是真的不可分割的方面，而真能够赋予人的行动以美。提出“美是可怕又可恶的东西”，使“各种矛盾共生”，“魔鬼与上帝斗争，战场即在人的心中”。他在流放归来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心理和意识描写的独特性被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概括为“复调小说”结构。对西方文学、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美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一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1861）、《爱伦·坡短篇小说三篇》（1861）、《答〈俄罗斯信使〉》（1861）、《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1861）、《为雨果的短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俄文译本发表而作的序言》（1862）、《作家日记》（1873—1881）中。


车尔尼雪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家、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1850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哲学系。1853年主持《祖国纪事》和《同时代人》“批评与图书评论栏”，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把杂志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讲坛。1855年发表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理论。1856年起任《现代人》杂志主编，同年发表《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系统评述19世纪30、40年代俄国文艺思想的发展情况。还进行多方面的革命活动，揭露沙皇农奴制度，保护农民利益。1862年7月，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完成了长篇小说《怎么办？》。1864年流放西伯利亚，1889年回故乡。流放期间写出长篇小说《序幕》、《回光返照》等。哲学上，批判贝克莱、康德、黑格尔等的唯心主义观点，力图以唯物主义精神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同时深受费尔巴哈影响，提出人本主义原则。美学上，坚持批判黑格尔派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观，直接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观和文艺理论。他的美学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定义。认为“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反之，就是丑的。指出从事劳动的农民与上流社会的人有不同的美感。（2）阐述艺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充分肯定现实高于艺术，指出“艺术作品所引起的印象比活生生的现实所引起的印象要微弱得多”，现实美高于艺术美。提出代替说，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抄本”，现实的“代替品”，艺术仅仅作为现实的代替品才获得存在的价值。（3）提出文艺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的三大作用。认为文艺是“生活的教科书”，文艺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为解放运动服务。（4）提出崇高和悲剧的定义。指出“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特别说明：“一件东西在量上大大超过我们拿来和它相比的东西，那便是崇高的东西；一种现象较之我们拿来和它相比的其他现象都强有力得多，那便是崇高的现象。”指出悲剧是人的苦难或死亡，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其悲剧的理论和崇高理论都带有简单、粗糙、片面、抽象的缺点，但从根本上摒弃了神秘内容和唯心论色彩。重视喜剧的社会作用，肯定它对现实的讽刺与鞭挞，反对轻视喜剧的倾向。（5）关于艺术的内容。认为艺术的内容不是美和全部现实，而只是自然和生活中一切能使人发生兴趣的事物。强调文学“不能不是某一种思想倾向的体现者”。提出文学批评的原则，并揭露了“纯艺术论”的虚伪实质。在典型问题上，强调人物个性的鲜明生动，要求创作必须抓住人物性格的特征。认为艺术中的典型远远低于现实中的典型，认为可直接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移入艺术作品，反对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集中和理想化。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反对美在内容与形式的一致，认为现实生活的美是客观的美、本质的美、内容的美，形式的完美在于理念与形式的一致，艺术与现实的区别不在内容，只在形式。其美学思想为现实主义文艺奠定了理论基础，发展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观。主要著作有《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又译《生活与美学》，1855）、《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1856）、《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1856—1857）、《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1860）等。


托尔斯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国作家。1844年入喀山大学哲学系学习。1851年在高加索加入俄国炮兵。1855年到彼得堡开始文学生涯，与进步刊物《现代人》关系紧密。1856年试行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终因未获农奴的信任而失败。1857年游历法、意、德等国，接触西欧文化，对资产阶级的虚伪文明不满。毕生从事文学创作。1863年起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举世闻名的不朽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黑暗，但又宣扬“不抵抗恶”的观点，从而陷入深刻的内在矛盾。在美学上对美和艺术的本质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对历史上有关美的探讨作了调和与综合，认为历来对美的定义不外两种：（1）美是绝对完满的表现之一，这种绝对完满是观念、精神、意志、上帝；（2）美是人们所得到的某种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快乐。这两种美即客观意义的美和主观意义的美。由于人能从客观完满的东西中得到某种快乐，所以客观意义的美不过是按另一种方式表达的主观意义的美。这两种对美的理解可归结为一点：凡是使我们感到惬意而不引起我们欲望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美。提出艺术是情感的交流的观点，认为艺术的意义在于与现实生活诸现象的关系，艺术不是享乐的工具，而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艺术与传达人的思想和经验的语言一样，是使人们结为一体的一种手段，所不同的是人们用语言相互传达自己的思想，而用艺术相互传达自己的感情。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他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标志表达出来。认为艺术有广狭两义，前者指人类整个传达感情的活动，后者是真正的艺术，是从整个传达感情活动中分化出来并赋予特殊意义的一部分。认为区别真假艺术的标志是感染性，这种内心的标志消除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区别。感染性的深浅由所传达的感情的独特性、清晰性和真挚性所决定，最重要的是艺术家的真挚程度。主要美学著作有《艺术论》等。


列昂吉耶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
 ，1831—1891）　俄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认为美是物质的精神方面，可将美的基本或普遍规律表述为统一中的多样性，强调生活美大大高于和重于被反映的艺术美。其美学观点渗透着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将诗的发展同宗教情感与宗教道德的成长联系起来。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说教与社会功利主义倾向，提出了形式主义美学批评的原则——尊重美的自身价值和自足性。其美学观点主要体现在《分析、文体与风尚》（1890）、《东方、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1885—1886）中。


波捷勃尼亚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Потебня
 ，1835—1891）　俄国哲学家、文化学家、语言学家。哈尔科夫大学教授。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罗斯历史语法学、历史方言学、符号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奠基者。借助于哲学语言学方法，从神话、民间文学、文学中剖析出各种符号象征体系。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对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上，认为“语言不是表达现成思想的工具，而是创造现成思想的工具”，即思维只能在语言中得以体现。主要著作有《文学理论概要》（1905）、《论斯拉夫民间诗歌中的某些象征》（1914）、《文学理论教程》（1930）、《俄语语法概要》（1958）、《美学与诗学》（1976）、《词语与神话》（1989）等。


杜勃罗留波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861）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毕业。1857年起任《现代人》杂志书评栏与副刊《口笛》主编。哲学上持唯物论，认为物质世界影响着人，引起人的感觉。美学上，发展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把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关系作为美学的核心。认为艺术创作是客观现实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作家应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揭示生活的本质。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主张艺术家应是思想家，艺术要“为改善社会这个事业而服务”，文学应反映生活发展的主要动向，回答时代提出的尖锐问题，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在艺术的人民性问题上，指出接近现实与接近人民是相辅相成的，人民性表现最充分的地方，亦即生活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文艺作品应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及情感等。艺术作品的主要美学价值就在于描写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是客观现实本质的真实，“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提出真实性同时须与典型性相结合，认为典型是艺术家的一种创造，是关于这类事物所有个别现象的一切根本特征的集中体现。杜勃罗留波夫是19世纪俄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前的美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主要著作有《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等。


索洛维约夫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　俄国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诗人、政论家和评论家。1873年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毕业，后在莫斯科神学院学习。1877年后移居彼得堡，在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工作。1880年获博士学位。其美学观点受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德国哲学、斯拉夫派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绝对的万有统一学说构成其世界观的基础。美作为绝对价值，不仅是社会过程的，而且也是宇宙过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和最重要的方面。他将美定义为观念的体现，认为美也像绝对观念一样，是客观的、宇宙性的，为现实的、自然的过程所固有，指出：“美的品质的标准是观念因素在给定的材料中的最完美的和多方面的体现”，真正的万有统一的理想要求精神与物质的和谐，因而也就正好具有美的特质；与此相反，混乱、不和谐、物质脱离精神或一般占了优势就会导致丑的出现。艺术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绝对的美（理想的体现），使物质现象充满崇高精神，改变其面貌，赋予其永恒不朽的特质。人作为有意识、有精神的生物，其使命是通过艺术使美永恒化。他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美能拯救世界”的观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坚持艺术与宗教的“自由结合”及其对达到“完美生活”的意义，强调艺术的宗教教育作用。他对20世纪初的俄国唯心主义哲学与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的形成亦影响颇深。主要著作有《完整知识的哲学原理》（1877）、《抽象原理批判》（1880）、《悼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讲三篇》（1881—1883）、《自然中的美》（1889）、《艺术的一般意义》（1890）、《走向真正美学的第一步》（1895）、《诗与滑稽剧》（1974年出版）等。


普列汉诺夫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　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曾就学于彼得堡矿业学院，后参加民粹派运动，两次被捕。1880年逃亡国外，接受马克思主义，脱离民粹派。1883年组织“劳动解放社”。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起了积极作用。1903年后转向孟什维克。其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主要见于《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等著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提出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1）关于艺术的起源。提出艺术起源于劳动。认为舞蹈本身是原始劳动者的动作的单纯再现。实用的需要先于审美的需要，物质生活决定着精神生活。（2）关于艺术与社会生活。认为任何艺术现象都可以从物质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发展中得到解释，但经济的决定作用往往是间接的。如在原始公社时期，便以魔法和神话为中介，在文明社会中则由阶级斗争决定，而阶级斗争又是由经济演化决定的。（3）关于艺术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艺术与物质生产失去直接联系，但它通过政治即阶级斗争的中介，大大增强了社会作用。作家艺术家的活动为他所从属的阶级所制约，审美趣味、社会心理、时代风尚都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这些都表现在文艺创作中，使它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4）关于审美创造与功利主义。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和形式主义的理论，认为文艺创造的功利主义是必要的、合理的，文艺作品必须具有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对生活作出判断并积极参与社会斗争。功利的观点和审美的观点不同，功用依靠悟性来认识，美则依靠直观能力来认识。前者属于思考的领域，后者属于本能的领域。（5）关于艺术的特点。认为艺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人的感情和思想。（6）关于美和美感。认为美往往就是美的感觉或美的概念。美和美感来自人的本性和一定的社会条件。没有美的绝对标准，美的标准随着人所处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受达尔文理论的影响，提出动物和人一样，都具有美的感觉的观点。（7）关于审美批评。提出“批评的两个步骤”：第一把某一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找到它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第二分析它的艺术价值。（8）关于创造无产阶级的艺术。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艺术及有分析地肯定古典艺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较早地提出创造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要求。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有自己的诗歌和艺术创作。无产阶级的艺术应当暴露旧制度，给人以生活的理想、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念。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原姓Алексеев
 ，1863—1938）　苏联戏剧家。体验派戏剧美学的创始人。曾为戏剧演员，后为戏剧、歌剧导演及艺术指导。1888年担任莫斯科艺术文学协会领导工作，1898年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共同创办并领导莫斯科艺术剧院。1904年著文论述戏剧理论，形成其独特体系。十月革命后从民主主义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最终建成其戏剧理论体系。其戏剧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在于尽量使观众和演员消除与角色之间的距离，充分进入角色。具体内容主要有：（1）强调演员表演时必须以内部体验为基础，即感受同角色相类似的情感，真正进入角色。要求演员监督和控制自己，使自己的内在潜力和外在表现、理智把握和激情迸发和谐一致。（2）要求演员在体验角色的基础上达到形体与心理的结合，与角色缩小距离直至融为一人，达到惟妙惟肖的逼真性，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演员的形体动作方法是要使演员的创作激情纳入揭示剧本最高任务的逻辑之中。（3）要求演员运用潜台词。认为演员创作角色时，台词来自作家，潜台词来自演员。潜台词贯穿在动作之中，能表现角色的性格、角色对于其他人及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和世界观。（4）重视戏剧自身的艺术美。反对在舞台上用日常的烦琐而平淡无奇的质朴语言，主张用合乎节拍、停顿、对位等规则的言语和声音来念台词。要求演员将体验和表现两者协调一致。他的进入角色、消灭距离的戏剧观，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说相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并在苏联戏剧界长期占主导地位。主要著作有《演员自我修养》等。


梅列日科夫斯基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　俄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宗教哲学家，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将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成是一些永恒、神秘的本因间的斗争，这些本因的本质和最终目的是不可知的，其一生都致力于将存在的两个本因结合在一起以期接近不可达到的和谐。认为和谐是不可达到的，只能被预言，而伟大作品的创造者是从未来投向过去的陌生个性的影子，因此现代艺术表现出象征性、神秘性与悲剧性。悲剧构成其美学的基本范畴。同时，正义与美是艺术的同等必需的因素，不能主持正义的人不仅不能创作出美的诗，而且不理解美的诗。其美学思想反映在《永恒的伙伴》（1896）、《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俄国诗歌的两大奥秘》（1915）等著作中。


舍斯托夫
 （Лев
 Шестов
 ；Leon Shestov，1866—1938）　俄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原名列夫·依萨科维奇·施瓦尔茨曼（Лев
 Иесакович
 Шварцман
 ）。基辅大学法律系毕业。1895—1914年寓居瑞士。1914年回到莫斯科。1918年移居基辅，在人民大学讲授古代哲学。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关注宗教和道德问题，反对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主义者为了绝对的真理必然会把人的生活相对化。认为悲剧是现实，而客观现实是物和事件的自足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命运不取决于自己，而是被偶然事件决定，受外在规律支配。痛苦和悲剧感是人的基本生存体验，因此也有对悲剧现实的反抗。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悲剧哲学》（1903）、《克尔恺郭尔和存在哲学》（1939）等。


高尔基
 （Максим
 Гор
 bкий
 ，1868—1936）　苏联作家。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写有《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等小说，《小市民》、《底层》、《仇敌》等剧本，《鹰之歌》、《海燕》等诗歌。1934年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长篇小说《母亲》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其美学思想、文艺思想散见于文艺评论和报告之中，主要为：（1）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最美的艺术是构想美的事物的艺术。现实生活中有美，它是艺术美的源泉，但艺术“高于现实”，能够“居高临下”地去看现实，“使现象典型化”，而不是仅仅反映现实。（2）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现实的斗争。应当集中、概括、夸张现实中的美而使它更美、夸大现实中的丑而使它更丑，从而唤起人为创造美、消灭丑而斗争。（3）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有阶级性。艺术家是阶级的感觉器官，艺术是社会阶级、集团的思想、情感、愿望的形象表现；艺术“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苏联的文学艺术是一种“集体的工作”，它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艺术家必须同现实生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资产阶级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是虚伪的欺骗。（4）美和艺术来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美和艺术，艺术表现的中心是人和人的劳动，它是表现人的劳动和人的思想、情感、伦理、行为的美的“人学”。艺术应当把人们集体的理智的劳动作为个性获得自由发展的唯一劳动形式来加以表现，艺术的任务就是表现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真、善、美的品质，启发他们确立新的伦理标准，形成对自己的价值和力量的认识，从而促使他们去创造美。“美学就是将来的伦理学”。（5）创造新的艺术要善于学习前人，但要作具体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文学中有两派作家：一派是赞扬和娱乐自己阶级的灵巧而庸俗的作家；一派是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造者，他们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6）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它是从既定的现实出发又加上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来补充形象的现实主义，是改造世界的人的现实主义，“是以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思维”。（7）典型化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主张将许多人的共同特征概括到一个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典型化规律。认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但不是将阶级特征从外面贴到一个人的脸上去，而是运用形象思维，通过想象、集中、概括，创造有艺术说服力的形象，达到使观众受感动并能改造观众的艺术真实。（8）艺术的美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运用一定的艺术技巧将声调、色彩、语言等材料结合成统一体，唤起人对自己的创造才能感到惊奇、骄傲和快乐。高尔基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在苏联、中国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文艺论著有《论文学及其他》（1931）、《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苏联的文学》（1934）等。


弗里契
 （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
 Фриче
 ，1870—1929）　苏联文艺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十月革命后领导文学研究所和红色教授学院文学组工作。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提出风格问题是美学的根本问题，认为世界文学史是在斗争和更替中的文学（诗学）的风格史，是相互斗争和更替的阶级和阶级内部派别的风格史，把文艺风格与社会风格等同起来，并认为形成这统一风格的因素是“经济”、“生产方式”，陷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其理论对“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有较大影响，是苏联文艺学领域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著有《西欧文学史纲》、《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1925）、《艺术社会学》（1926）等。


布尔加柯夫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　苏联宗教哲学家、经济学家。189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06—1918年任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07年为第二届国家杜马成员。1918年任神父。1923年侨居国外。是俄国大学生基督教运动思想上的领导人之一。1925—1944年任设在巴黎的俄国神学院教授和系主任，成为世界基督教统一运动的活动家。19世纪90年代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尽管在“理论理性”领域内有分歧，但两者在“实践理性”范围内、在社会意向和社会理想范围内却颇有近似之处。20世纪初转向宗教神秘主义，为《路标》文集撰稿。认为宗教哲学所研究的唯一问题是上帝。声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一切社会关系和文化按照宗教原则加以改造，试图将科学、哲学和宗教“综合起来”，使它们都服从于信仰。在进行综合时，使用“索菲亚”这个概念，用以表示把上帝和自然结合起来的第三存在，是上帝的绝顶智慧在世界和人之中的体现。与其他基督教思想家不同，他为肉体与性爱辩护，认为人争取自身完善的斗争，是反对单纯性欲、争取婚姻关系中肉体—精神的完满性的斗争。其美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上帝的羔羊》（1933）、《不夜之光》（1917）等著作中。


梅耶荷德
 （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
 ，1874—1940）　苏联戏剧导演、演员。早年曾在音乐戏剧学校学习。1898年参加莫斯科艺术剧院。后因不满足于剧院的写实风格而脱离剧院。1918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任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戏剧部长，并创建梅耶荷德剧院。1923年获人民演员称号。先后导演《宗教滑稽剧》、《森林》、《臭虫》、《澡堂》、《钦差大臣》、《聪明误》、《茶花女》等23部剧作。其导演构思借鉴东方戏剧艺术和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因素，充分运用戏剧假定性，致力于突破镜框式舞台的限制，追求广阔的舞台空间，创造了一系列戏剧演出的新方法，对世界各国戏剧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其独特的训练演员的方法“有机造型术”（Биомеханика
 ，原意为“生物机能学”），也成为许多国家培训演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戏剧观念认为，一切戏剧艺术的最重要的本质是假定性。戏剧不是一般地反映生活的镜子，而是放大镜。新戏剧应当依靠民间戏剧艺术，要排除一切有自然主义之嫌的东西。认为假定性通过剧场性实现。不应当排斥剧场性，而应当承认剧场性，利用剧场性，发展剧场性。认为导演艺术不是搬演性质的艺术，而是“独创性质的艺术”。“导演是舞台演出的作者。”其戏剧革新主张及其演出被指责为“形式主义”。1938年梅耶荷德剧院被关闭。1940年2月梅耶荷德被枪决。1955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其平反。主要著作有《论戏剧》（1913）等。


卢那察尔斯基
 （A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　苏联政治家、文艺活动家、文艺理论家。青年时期即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长期担任文化部的领导工作，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美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十月革命前，积极支持现实主义文学，反对纯艺术，提出艺术前途取决于它同无产阶级联系的密切程度，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构成历史过程的最主要的占优势的内容，各个阶级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美学思想，资产阶级的美学与庸俗、僵化的审美趣味相联系，无产阶级的美学是代表未来的、乐观向上的、勇于创造的人民大众的美学。但受到经验批判主义影响，在他早期美学思想代表作《实证美学概论》（1904）中，用生理特征和机能来论证审美情感和艺术活动，认为真善美的评价只有在人追求和谐美好生活的生物本能基础上才能达到统一，美学是“生物学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十月革命后，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最先阐发了列宁的美学、文艺思想，认为艺术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是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列宁所提倡的党的原则是艺术创作、艺术工作的根本原则，艺术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全面分析了以往的艺术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在历史上的地位，反对未来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全盘否定文化遗产，主张对遗产要有分析地继承，将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新的创作方法，后又参与讨论并共同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认为这种创作包含浪漫主义，既要忠实地描写现实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又要把现实看作是种历史发展的过程，注意表现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表现乐观主义精神。在文艺批评上，主张革命内容与完美形式的统一，艺术形式要有形象性、独创性、大众性，并为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服务。主要论著结集为《论文学》。


弗洛连斯基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лоренский
 ，1882—1937）　苏联宗教哲学家、科学家。自称其哲学为“具体形而上学”，一切观念和概念都可以被具体化，都可以转化成象征语言。认为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事物的名称不是被偶然给定的，在名称中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名称与词语是存在的能量的载体，它们向人显现的存在本身是存在的象征。他还从宗教观点看待文化，将文化分为中世纪的文化类型和文艺复兴的文化类型，认为绘画艺术中的反透视法和正透视法分别与上述两种文化类型相对应，在他看来，画家用来象征所画之物的时空关系的手法是与其世界观相联系的。画家的任务在于展现稳定的、在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实在。主要著作有《几何学中的虚构》（1922）、《圣像壁》（1972）、《艺术论稿》（1985）等。


艾亨鲍姆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хенбаум
 ，1886—1959）　苏联文学史家，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代表。1907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1918—1949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史，其间兼职于列宁格勒艺术史研究所。1956年起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任教。诗学研究上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立场，认为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性，因而需借助语言学的方法，对作品的语言现象、结构、情节等进行深入的语言学分析。提出“无意义词语”的概念，认为它是任何艺术结构力求达到的理想境界的表现。在对悲剧理论的探讨中，认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使观众产生现实的恐惧和怜悯感。悲剧中怜悯的情感是凭借艺术形式而产生的，悲剧中的情感享受实际是对艺术形式的直观而产生的艺术快感。认为剧作家要采取延宕和阻滞的手法延长观众对艺术形式的感受。主要著作有《杰尔查文的诗学》（1916）、《民间故事的幻想》（1918）、《俄国抒情诗的旋律》（1922）、《文学透视》（1924）、《文学》（1927）等。


普多夫金
 （Всеволод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Пудовкин
 ，1893—1953）　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理论家。曾在莫斯科大学主修自然科学，1915年中断学业参军上战场，被德军俘虏后越狱。从事过化学技师、音乐师、场记、编剧、胶片剪辑等工作。1920年进入苏联国立第一电影学院学习，1922年转入库里肖夫工作室，协助库里肖夫进行电影语言方面的实验。后因意见分歧，到俄罗斯国际工人救济委员会影片公司担任导演，开始独立拍片。1926年拍摄电影《母亲》，在事件和喻体并置同一空间所构成的客观现实中营造强烈的象征效果，充分发挥了他关于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点。之后拍摄的《圣彼得堡的末日》（1927）和《成吉思汗的后代》（1928）延续同一风格，成为苏联20年代的电影杰作，在奠定其导演风格的同时，也确立了他在世界影坛的地位。强调演员对人物感情和心理的分析，确立了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指导电影演员的电影表演原则。提出电影艺术始于导演对胶片的剪辑，剪辑工作是电影本体的创造力。电影不是对现实的照相式再现，而是对镜头画面的艺术创作。记录在胶片上的镜头只是原始素材，导演按照时空上的顺应关系将镜头、场面、段落连接成电影中的新时空，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电影形象。认为蒙太奇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手段，不仅能揭示出现实的内在联系，而且能形象而深刻地体现出思维的复杂辩证过程，对蒙太奇的运用显示出导演观察生活、分析生活和对生活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把蒙太奇从单纯的剪辑技巧提升为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在构成主义影响下，提出联想蒙太奇的概念。认为联想蒙太奇把虽无物质联系但有密切主题联系的影像并置，具有浓厚的诗意和抒情因素，但它只能应用于电影的局部，不能统一全部镜头。理论著作有《电影导演和电影素材》，《论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及《电影剧本》等。


什克洛夫斯基
 （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
 ，1893—1984）　苏联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彼得堡大学语文系肄业。其理论活动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1930年前，反对俄国学院派、象征派，否定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主要宣扬俄国形式主义基本理论。从1930年发表《一个科学错误的纪念碑》起，放弃俄国形式主义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但他主要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代表而产生广泛影响。在前阶段，他力图对内容进行抽象，从而揭示诗的结构、模式。创立“陌生化”概念（ostranenie）,强调为让读者能以强烈的兴趣接受艺术作品，艺术家应用专门手法使习惯的或无意识地熟识的东西陌生化，即把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读者与文本的特殊关系。认为艺术的设计是对象的陌生化设计，是造成形式的困难、增加感觉难度与长度的设计。在艺术中，感知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必须设法加以延长。陌生化具有两种功能：（1）揭示语言常规和社会传统，迫使读者以新颖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们；（2）使人们注意到形式本身，不去注意社会派生物。在“陌生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史亦即艺术手法不断更新的历史，认为各种艺术流派和风格不断更替的原因在于手法的不断更新，手法的更新不断地形成陌生化的效果。认为艺术具有自我价值，“艺术是靠自己技巧的理性发展起来的”（《感伤主义游记》），永远不受生活束缚。认为艺术的形式可以由艺术规律解释清楚，从狭义上说，“文学作品”就是指用特殊的、旨在使之尽可能艺术化的技巧创造出来的作品。其理论对结构主义批评产生巨大影响，对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德国接受美学也都产生重要影响，20、30年代曾受到苏联学术界的批判。主要著作有《语词的复活》（1914）、《艺术即手法》（1917）、《波亚勃尼亚》（1919）、《散文论》（1925）、《艺术散文思考和分析》（1959）等。


洛谢夫
 （Алекс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Лосев
 ，1893—1988）　苏联哲学家。191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后在莫斯科各高等院校任教。1923年任语文学教授，1943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44年起任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授。20年代，受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学派、黑格尔、谢林和胡塞尔的影响，力图用唯心主义辩证法建立存在和思维及艺术创作的普遍模式。30年代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美学方面，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美学。认为古希腊罗马哲学实际上即美学，万物都来自宇宙的自然力，每个事物都带有来自自然的痕迹，事物所具有的感性象征意义就是美学。古希腊罗马美学中的理想和现实的同一，以现实和物质为基础，它最基本、最理想的艺术作品是感性的宇宙和以宇宙自然力一定形式出现的人。古希腊罗马艺术是实用和审美的统一，它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利益，又给人以非利己主义的喜悦。古希腊罗马美学就其实质来说是雕塑型的，人的身体是艺术的主要对象。主要著作有《艺术形式的辩证法》（1927）、《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1938）、《俄林波斯神话的社会历史发展》（1953）、《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历史发展》（1957）、《古代美学史（早期古典作品）》（1963）、《古代美学史（高级古典作品）》（1974）等。


特尼亚诺夫
 （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ынянов
 ，1894—1943）　苏联美学家。俄国形式主义代表。1918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1928年访问布拉格，与雅各布森合作完成《语言和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一文，被视为形式主义学派最重要的宣言。他将词的意义区分出基本特征和次要特征两个层面，认为后者是模糊、波动变化的，文学语言的特点在于词的次要特征凸显，甚至是次要特征排斥基本特征。文学作品与整个文学系统一样，具有一种“整体性”，即作品的各构成因素相互关联；这种单独因素在整体中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功能”。强调美学研究要着重研究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和功能，所谓文学史的演化就是文学系统中一种主宰因素的地位为其他次要因素所取代而引发的系统重组。文学形式的审美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感知，当它为读者所熟悉并“自动化”后，就会产生演化，因而由读者审美感知的变迁也可看出文学演化的规律。主要著作有《诗歌语言问题》（1924）、《文学事实》（1928）、《拟古者和革命者》（1929）等。


阿斯穆斯
 （Валентин
 Фердинандович
 Асмус
 ，1894—1975）　苏联哲学家、文艺理论家。1919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后执教于基辅和莫斯科的高等院校。1939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研究所正式成员。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笛卡儿哲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俄国哲学史等，涉及逻辑学、美学等领域。美学方面，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之前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如古希腊罗马美学、康德、席勒、歌德的美学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等。还致力于研究普希金、托尔斯泰、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的美学观点和文学创作。认为在以客体为一方、主体为另一方的艺术鉴赏中，主体的能动性对于艺术作品的感受至关重要，鉴赏感受的结果既取决于鉴赏者的文化教养、精神阅历，又取决于他们为理解艺术作品而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主要著作有《哲学家和美学家席勒》（1957）、《十八世纪的德国美学》（1963）、《美学理论和美学史问题》（1968）等。


普洛普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
 ，1895—1970）　苏联美学家、文论家、民俗学家。主要从形式上研究叙事文学作品。在叙事研究中主张不断简化，以最小的篇幅涵盖最大限度的内容，这种工作类似于为语言寻找“语法”。他抽象出故事的两类构成要素（不变项）：角色与功能，功能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的人物的行为，功能分布在相对固定的行动范围内，由此可区分出一定的角色。人物的功能在民间故事中是稳定、不变的因素，而且数量有限，并且它们按照固定次序组合而成的结构蕴涵在所有民间故事中。他对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开创了叙事文学作品研究的新方法，形式的研究而不是内容的研究这一根本性的转变蕴涵着结构主义精神。他还探讨过关于笑和喜剧的美学问题。主要著作有《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滑稽和笑的问题》（1976）。


巴赫金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
 ，1895—1975）　苏联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结构符号学代表之一。圣彼得堡大学肄业。曾在莫尔多瓦共和国萨兰斯克大学任教。反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客观主义”语言学，对“主观主义”的方法亦持批评态度，提出把人的注意力从语言的抽象系统引向特定社会背景下个人的具体谈吐。认为语言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只有根据它对另一个人的明确定向才能领会其意义。语言符号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位，而是言语的能动成分，它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被不断改变着意义。互相冲突的社会团体、阶级、个人都企图占有这个符号，并赋予各自的意义，因此，语言是意识形态竞争的领域。但语言又有“相对自主性”，不能简化为只是社会利益的折射。在美学上，反对俄国形式主义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可分解为不同类型的对话，它们大多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声音之间能动的相互作用。文学语言的社会意义是它必然要破坏稳定、权威和习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实践。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其他意识形态的反映。文学对于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间隔的、有两个级次的反映。其美学理论在文艺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小说中的词》（1975）等。


维戈茨基
 （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
 ，1896—1934）　苏联心理学家。他把艺术定义为“社会感觉技术”，把感觉本身理解为由艺术作品的特殊结构及其所固有的“形态心理”引起的完整的审美反应。依据席勒的美学思想，提出“以艺术形式制胜”的原理，揭示了艺术所固有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他对审美反应的解释是心理生理学的，不仅包括意识和下意识的过程，还包括作为完整系统的机体的过程，机体借助于神经机制实现自己的能动性，而神经机制的运行则受社会文化因素支配。强调用美学分析补充社会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在美学分析中注重社会心理学论据、注重个体感受的必要性，其思想成为苏联研究艺术心理学的指导思想。主要著作有《莎士比亚的关于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1916）、《艺术心理学》（1925）。


爱森斯坦
 （[image: ]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
 ，1898—1948）　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家。出身于建筑工程师家庭，就读于彼得堡建筑学院。掌握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国语言，深谙俄罗斯和欧洲的古典文学艺术。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21年任戏剧导演。1923年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第3期发表论文《吸引力蒙太奇》（旧译《杂耍蒙太奇》），开始从戏剧导演转向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研究。致力于创造史诗风格的、富有造型表现力的电影作品形式，扩展了剪辑的功能，赋予电影隐喻以新的内容。提出蒙太奇不仅是一种剪辑方式，更是一套创作原则。导演应该选择富于强大感染力、引人入胜、具有冲击力的场面，打乱现实时空关系后进行随意的不连贯组合，最后达到某个既定的主题效果。为给蒙太奇理论寻求可供操作的方法论原则，他试图建立蒙太奇的类型学，提出有四种诉诸感性领域的蒙太奇：节拍蒙太奇、节奏蒙太奇、主音蒙太奇、谐音蒙太奇。此外，还有一种建立在电影辩证法语言基础上的理性蒙太奇，它可以将镜头变成象形文字，使电影成为直接表现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的概念电影。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开始通过电影艺术探讨个人、个性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他所创作的复调影片注重形象、声音、色彩的统一。他执导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1925）是电影艺术中现实主义的典范。主要理论著作有《并非冷漠的大自然》、《精彩节目剪辑》（1923）、《展望》（1929）、《剪辑》（1938）、《立式剪辑》（1940）、《给颜色的第一封信》（1946）。


里夫希茨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црович
 Лифшип
 ，1905—1983）　苏联文艺学家、美学家。苏联艺术史研究所研究人员。1925年起在莫斯科几所大学讲授哲学和美学。193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最早介绍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思想的学者。1933年，与弗·希里尔一起首次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后在1938年、1957年加以修订。该文集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有深入研究，认为他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他的整个学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是美学和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变革。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和介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否定西方文艺中的现代派，用符号学、价值说等进行美学研究。主要著作还有《论马克思艺术观的发展》（1933）、《列宁和文学问题》（1934）、《列宁主义和艺术批评》（1936）、《列宁论文化与艺术》（1938）、《卡尔·马克思：艺术和社会理想》（1972）、《普列汉诺夫：社会活动和美学观点概述》（1983）等。


克列姆辽夫
 （Ю
 . Кремлев
 ，1908—1971）　苏联音乐理论家。193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后师从著名音乐学家阿萨菲耶夫攻读音乐学。1937年入列宁格勒戏剧、音乐、电影研究所。1957年获俄罗斯功勋艺术活动家称号；50年代末任《苏联音乐》编辑和苏联作曲家协会执行委员；1963年获音乐学博士。其音乐理论建立在他对整个艺术本质的理解之上，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形态，感觉、感性、形象性是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感性领域，没有人性的感官和情感，艺术将无法产生。他将音乐的表现性或表情性和非概念性作为音乐最根本的特征，认为它们是造成音乐内涵所谓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主要原因。认为音乐无法进行道德说教，但不否认音乐中所存在的美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他通过音乐音调、音乐逻辑和音乐形象的论述，阐明了三者与音乐本质特征之间的紧密联系。主要著作有《音乐美学问题》（1953）、《音乐美学问题概论》（1957）、《音乐的表现性与描绘性》（1962）、《音乐的认识功能》（1963）、《音乐在艺术中的地位》（1966）等。


梅拉赫
 （Борис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Мейлах
 ，1909—1987）　苏联文艺理论家、美学家。1931年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1935年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工作。194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7年至1966年兼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68年起任苏联科学院全苏艺术创作综合研究委员会主席。对艺术创作方面的各种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张对艺术创作进行综合研究，注重不同学科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在研究列宁美学思想方面，力求联系列宁美学思想的具体历史背景，揭示其中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容。主要著作有《普希金和俄国浪漫主义》（1937）、《列宁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文学问题》（1947）、《文艺与美学问题》（1958）、《列宁与文艺》（1960）、《在科学和艺术的交接点上》（1971）、《艺术创作：综合研究问题》（1982、1983）、《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思维》（1985）等。


齐斯
 （Авнер
 Яковлевич
 Зись
 ，1910—1997）　苏联美学家。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美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苏联文化部全苏艺术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美学与艺术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美学研究对象上，认为美学应当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审美规律及人对现实的审美把握等，而艺术作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美学研究的重点。美学与文学理论、音乐理论等各种具体的艺术理论有别，它应当研究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的关系等，形成新的艺术理论研究方法。在美的本质问题上，力图综合美的本质在于对象自然属性的“自然说”和美的本质在于对象社会属性的“社会说”，主张美是形式与内容、客观存在与社会历史基础的辩证统一，是一个评价性范畴。指出艺术是美的一个特殊领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审美实践——文化活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符号系统。艺术符号是象征的和再现的。它的最理想的形式是艺术形象。艺术符号的“物质外壳”与其所要传达的思想和情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艺术家使用艺术符号可采取不同的编码（独特的风格和手法）；欣赏者对艺术符号可作不同的译码（产生不同的意义）。他对美学范畴也有较深研究，认为美、悲剧性和喜剧性是与艺术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学基本范畴。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教程》（1960）、《艺术和美学》（1975）、《美学中的对抗》（1980）等。


涅多希文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дошивин
 ，1910—1983）　苏联美学家。苏联文化部全苏艺术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关于美学的定义，认为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的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美学的对象是美和艺术的统一，它既包括艺术，也包括人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认为“美”与“艺术”相比，其范围更广，它包括艺术美和现实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上，认为对审美判断对象的分析即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审美关系从主体方面看，是指感性认识或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感性认识，即美感。从客体方面看，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是审美关系的低级形态，艺术是美的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是审美关系的高级形态。主要著作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主编，1960）、《艺术概论》（1953）、《现代造型艺术的理论问题》（1972）等。


奥夫相尼科夫
 （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Овсянников
 ，1915—1987）　苏联美学家。1939年毕业于莫斯科师范学院，194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班，196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晋升教授。后曾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主任、《哲学问题》杂志编委、美学组组长。曾多次率领苏联美学家代表团参加国际美学会议。主要研究外国哲学史和美学史、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史。代表作《美学思想史》（1978）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各家美学思想的由来、继承和发展，各派美学观点的形成和演变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指出美学思想、艺术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等的产生，应上溯到奴隶制社会乃至更加古老的时代，审美文化的发展绝非始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它在阶级社会的东方各国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强调研究美学要掌握过去的文化遗产，也要研究现代的生活。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真正科学的美学的创始人，他们以前的美学研究都脱离人类社会活动的其他形式来分析人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肯定“生产美学”的提法，在他主编的《美学》（1966）一书中，认为生产美学是一门比较新型的科学领域，它研究为了广泛地把美学运用于生产和生活中去的艺术创作规律及其审美规律，有助于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是加强生产过程中美育的手段。主要著作《简明美学辞典》（1963）、《美学史和理论的若干问题》（1967，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美学理论》（1974）等。


叶果罗夫
 （Анатолий
 Григоръевич
 Егоров
 ，1920—1997）　苏联美学家。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师范学院，1946年开始从事教学和记者工作。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苏共二十三、二十四大候补中央委员。后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美学学术委员会主席、哲学法学部院士秘书。主要研究美学、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等问题。在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突破以艺术为中心的传统，把范围扩大到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指出美学在我们的社会里，可以而且应当在研究艺术的同时，探讨在苏维埃人社会有效劳动的一切形态中美的问题。首次提出“劳动美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并对其研究对象、任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美学的影响，但主张以人而不是以机器为中心，反对使用“技术美学”、“生产美学”的术语。在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主张加强美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在具体研究方法服从哲学美学方法论的前提下，对美学问题展开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对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科技革命与艺术的相互关系，人类艺术发展的继承与革新、进步与倒退，各民族艺术文化的相互影响等问题，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重视批判西方美学流派和苏联美学研究中的“不良倾向”。主要著作有《艺术中的内容和形式》（1960）、《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的反动实质》（1961）、《生产、科技创造和美学》（1968）、《美学问题》（1974）等。


卡冈
 （Моисей
 Самойлович
 Ка
 rан
 ，1921—2006）　苏联美学家。194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和美学教研室教授。主要研究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问题，涉猎西欧美学思想、现代资产阶级美学。是《苏联大百科全书》和《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美学”条的撰写者。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持“社会说”，主张艺术价值是艺术作品的完整价值，它包括该作品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认识价值，即包括作品的精神——思想意义的一切方面。反对把艺术价值看作一种审美价值，不同意广为流传的“艺术是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最高形式”的说法。倡导在美学研究中使用系统分析方法。认为对象、功能和历史这三方面是系统方法的方法论成分。主张以划分人类活动为基础来运用系统方法。认为存在四种基本的人类活动：改造活动、认识活动、价值定向活动、交际活动，与此并列并由这四种活动融合而成的是艺术活动。在人类活动中可分出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在内的三种文化类型。艺术活动各成分之间及艺术活动同包容它的系统艺术文化和文化之间是同形的，应当对文化作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完整研究，他用系统方法分析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认为美学研究对象包括艺术哲学和艺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两个方面。主张艺术活动是一个特殊信息的制造、保存和传达的过程，是一个信息的系统，它既受到系统的结构和功用的普遍规律限制，又受到艺术活动的特性制约。主要著作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学说》（1958）、《论实用艺术》（1961）、《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讲义》（1966、1971）、《艺术形态学》（1972）、《美学史讲义》（四册，1973—1980）等。


洛特曼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
 ，1922—1993）　苏联美学家、文艺理论家。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63年起任塔尔图大学教授。为国际符号学协会副主席。“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美学方面，主要从事艺术符号学的研究。把西方结构主义和苏联美学中“艺术模拟现实生活”的基本原理有机结合起来，阐述了艺术创作中的文本联系和非文本联系的相互关系。强调文本不是艺术作品，脱离非文本联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艺术作品，社会历史背景、作者的世界观等对创作和理解艺术作品有重要作用。指出在艺术文本内部，每种结构成分都是涵义成分，结构和涵义不可分割，必须紧密结合具体作品的思想意义来研究结构形态。认为文化是统一的整体，是被继承了的信息，它在人类社会中被积累、储存和传递。赞同雅各布森区分讯息和信码的观点，认为可以把文化史事实看作社会信码系统，这些信码替知觉者把信息转变为符号。提出自然语言和诗歌语言都受它们所属语言的全部规则约束。自然语言被限制的规则越多，它表达内容的可能性越小；诗歌语言被限制的规则越多（如节奏、韵脚、对称等），它表达内容的可能性则越大。主要著作有《结构主义诗学讲义》（1964）、《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美学问题》（1973）、《诗歌文本分析。诗歌结构》（1972）等。


万斯洛夫
 （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анслов
 ，1923—）　苏联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苏联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艺术科学院造型艺术理论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为“社会说”的代表人物之一。1955年在《客观上存在着美吗？》一文中明确提出的“美的客观性在于社会性”的论点，成为苏联美学界“实践观点的美学理论”的开端。认为美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但审美属性与事物的自然属性有关。主张美仅仅属于在实践过程中被“人化了的”现象，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结果，仅仅表现于经过实践改造过的或尚未改造的形态范围。其内容是对人类有精神价值的正面生活内容。审美属性是现实和艺术中实有其物之对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质属性（形象性）、表情和社会内容的统一。强调不能把美离不开人类社会同美离不开审美者的主观意识等同起来，后者不能决定和改变客观的美。还认为艺术和美是不可分离的，艺术的特殊对象便是客观现实的审美独特性或审美属性。艺术的美首先取决于审美理想在其中的体现，但艺术形象不是现实的审美对象的机械再现。审美属性在艺术中通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创造成为反映现实、表现审美理想的美的艺术形象。主要著作有《艺术的内容和形式》（1956）、《美的问题》（1957）、《浪漫主义美学》（1966）、《艺术的进步》（1973）等。


鲍列夫
 （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Борев
 ，1925—）　苏联美学家。文献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为“社会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研究审美范畴著称。在美学对象问题上，认为美学的对象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把美学定义为：关于对世界的审美掌握的本质和最一般规律以及关于这种掌握的最高形式即艺术的科学。指出“审美掌握”即从“现象的具体感性形式、完整性和物质性以及它最广泛的社会意义中去掌握”，“从审美理想的立场去评价”。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是：审美本性及其在现实中和艺术中的丰富表现；人对世界审美关系的原则；艺术的本质和规律性。认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对生活的审美即是对生活的社会认识。在审美认识问题上，认为人类劳动和生产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学作为科学，就是研究受历史决定的全人类价值的本质。在美和其他审美范畴的关系上，反对各种审美范畴是美的不同变体的观点，但主张这些审美范畴由于共同依赖于美而密切的相互联系。断定审美范畴像辩证法范畴一样，是活动的、灵活的、内在联系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真实地反映世界。主要著作《论喜》（1957）、《基本审美范畴》（1960）、《论悲》（1961）、《美学引论》（1965）、《美学》（1981）等。


斯托洛维奇
 （Леонид
 Наумович
 Столович
 ，1929—2013）　苏联美学家。195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1953年起执教于塔尔图大学，196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7年任教授。多次参加国际美学会议，其著作和论文在国外被广泛介绍。为“社会说”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审美属性的产生和存在，取决于人和人类社会，但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和意识，尤其不取决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反映这些属性的审美意识。审美属性是自然物质的形式和社会人的内容的辩证统一。对象、现象的自然素质是其审美属性的具体可感的形式，这些对象、现象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客观地产生社会涵义和社会意义，即审美属性的内容。提出系统的审美价值说。认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它包括评价的客体和评价的主体。价值既包括物、对象和现象，又包括它们对于人和社会的客观意义。审美价值关系的实质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评价关系，而评价则是对价值的主观关系的表现。他还根据审美价值与其他价值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审美价值的结构、审美价值同物质实践价值和精神实践价值的关系、审美价值的变体等问题。认为艺术价值是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审美价值。在美学的对象问题上，认为美学研究审美或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可分为客观审美（即现实的审美属性）和主观审美（即审美知觉和审美体验）。其美学理论在苏联和国际上有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现实中和艺术中的审美》（1959）、《美学的对象》（1961）、《美的范畴和社会理想》（1969）、《审美价值的本质》（1972）、《美的哲学》（1978）等。


达维多夫
 （Давыдов
 ，1929—）　苏联美学家。萨拉托夫大学历史系毕业。1956—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7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涉及美学、艺术社会学、历史艺术社会学和黑格尔哲学，同时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基本流派。以社会学观点研究艺术。认为艺术社会学主要研究艺术在社会中的功用问题。认为艺术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和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劳动分工的某种领域，是一些阶层“生产”的对象和另一些阶层“享受”的对象。认为艺术是人的社会自我确定的某种方式，能唤起积极的社会行为。对一部艺术作品应关心的不是作者所宣扬的立场，而是观众在知觉该作品的行为中所显示出来的立场。指出由艺术作品而形成的社会交际的某种类型，促使艺术家先将观众对艺术的某种社会关系“内化”，然后再使之在作品中得到“外化”，产生适应于这种类型的艺术作品。艺术不仅要研究由于艺术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而且应当深入研究艺术作品本身的结构。把艺术作品的结构分为“两极”——趣味和天才（创新），前者使艺术作品进入人与人交际的系统，后者使艺术作品获得真正的价值。主要著作有《艺术和上流社会》（1966）、《艺术作为社会学现象》（1968）、《虚无主义美学》（1975）、《逃避自由》（1978）等。


特罗菲莫夫
 （Трофимов
 ）　苏联美学家。认为美学是一门关于艺术的本质、艺术对现实的关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规律、意义和作用以及艺术创作的方法的科学。提出美学的对象是“对现实的艺术掌握”。艺术掌握包括两方面的涵义：艺术对现实的认识；艺术创造对周围世界的能动影响。强调在这两者中应首先重视主体的创造活动。认为艺术掌握的现实是使人感兴趣的、具有感性形式的一切事物。承认艺术是人对现实的艺术掌握的最发达的形式，但力图发掘生活用品中的审美特征。认为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线索和必要条件。人在学会审美地对待他自身所创造的多种产品之前，不可能审美地知觉世界及其现象。主要著作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1950）等。


布罗夫
 （Буров
 ）　苏联美学家。苏联教育科学院艺术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美学上，为综合“自然说”和“社会说”美学思想的主要代表。力图通过客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来解决审美问题。指出，自然界在人之前就已存在，但却并不存在美，美和真、善一样，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某种属性的规律性。“美就其基础而论是一种客观的品质，但这种品质没有主体，就不能实现为美。”后又认为自然美主要通过与人的关系被掌握，美的本质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反对把艺术和美机械地联结起来以确定美学的对象，强调艺术的特点不仅表现在艺术的形式方面，而且表现在内容方面和对象方面。艺术反映的特殊对象是社会的人，艺术的特点就在于揭示人的本质。按照传统观点，内容被排斥于美学范围之外，这种观点导致分析艺术作品时，对内容作社会分析，只对形式作美学分析。这一提法在苏联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认为审美关系是美学中的基本范畴，是确定美学对象的基础。他把审美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期的、感性认识的审美知觉阶段。这种审美知觉以审美客体和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是对对象的外部特征的评价性直观。第二阶段是对现实审美掌握的“抽象”，即特殊的抽象思维。两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在艺术对象问题上，认为艺术的特殊对象不是作为劳动、道德、政治、意识形态等总和的整个现实，而是作为独立整体的社会的人。人既是绝对的审美对象，又是艺术的特殊对象。艺术与审美具有同一客观基础，艺术的全部本质应规定为审美的。主要著作有《艺术的审美本质》（1956）、《美学：问题和争论》（1975）等。


古雷加
 （Арсен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улыга
 ）　苏联哲学家。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哲学、美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曾主持编辑出版康德、黑格尔、歌德等人著作的俄译本，对康德和黑格尔有精深的研究。美学上，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美的哲学基础。指出“自然说”没有一个关于美的统一概念，“社会说”忽视了美的自然因素和人的活动环境。认为在审美中，人把自己的特征加到对象上，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由此认识自己和对象。美的基础是对物品亦即对人的物品关系的看法。在美的客观原则问题上，强调人揭示自然美，美在自然里掌握人，美就是“人-自然”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在客观上所规定的尺度。在美的价值原则问题上，认为价值思想是确定人的本质的形式。价值关系更是表示激情，排除否定的感情，如丑陋、憎恨、虚伪、变态等。在美的认识原则问题上，认为审美和认识活动是相互联系的，审美认识具有抽象性，但最主要的是直观性。认识过程为艺术创作所推动而具有审美的性质。审美认识要求相应的教育，而审美教育可促进人的创造力的形成。关于艺术，认为没有美就没有艺术，艺术性即艺术美。艺术家对恶的事物作出审美判断，有助于对美的确定亦即对生活真理的确定。强调艺术散文是最理想的艺术种类，它既是艺术，又是特殊类型的社会意识，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对世界的认识。主要著作有《历史美学》（1974）、《科学时代的艺术》（1978）等。

波兰


塔塔科维奇
 （Wladyslaw Tatarkiewicz，1886—1980）　一译“塔塔科维兹”、“塔塔尔凯维奇”。波兰哲学史家、美学史家。曾就读于华沙大学。1907—1910年在法国马堡大学学习。曾担任过诸多欧美大学的教授或客座教授。其史学写作深受波兰历史学传统的影响，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史底蕴，在概念及思想本身的演绎上注重历史逻辑的轨迹，注重史料本身的挖掘和深入的剖析与梳理。其美学史以及艺术史的写作独树一帜，在美学的范畴发展、概念形成等问题上有系统的体系的观点。强调认识及方法上的二重性：美的研究与艺术的研究、客体美学与主体美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美学、描述的美学和规定的美学、真正的美学理论和美学的派别性、美的事实和美的阐释、哲学美学和专门美学、艺术美学和文学美学、美学思想史和名词史、外显美学史和内隐美学史、陈述史和阐释史、美学发现的历史和美学流行的历史。认为只有从这十二种二重性出发，兼顾这十二种二重性才能从比较完整的意义上进行美学史的写作。这与他晚年强调美学“范畴”和“概念”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塔塔科维奇的美学史写作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重大创新改革意义。主要著作有《哲学史》（三卷）、《美学史》（三卷，《古代美学》、《中世纪美学》、《近代美学》）、《关于幸福》、《专心与冥想》、《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


英伽登
 （Roman Ingarden，1893—1970）　波兰哲学家、美学家。现象学美学的主要代表。1912—1917年就学于波兰里沃夫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曾受教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在胡塞尔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柏格森的直觉和理智》，191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兰姆堡大学、克拉科夫大学任教授。1949—1956年辍教专事研究，1956年复职任教授，毕生致力于哲学本体论和美学研究。40年代末，其美学思想经韦勒克的介绍逐渐为人们了解，50、60年代受到西方和东欧美学界的广泛重视，被西方美学界看成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贡献之一。英伽登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方面建立了现象学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本体论方面，着重考察文艺作品的存在方式。认为艺术作品是建立在物理对象上的、由艺术家新创作的事物。文学方面的艺术作品既不是一种观念的客体，也不是一种实在的客体，而是一种纯意象性客体，它是作者自由想象的形式即纯粹“想象的客体”，不能像胡塞尔那样把它们一律“还原”为观念性的东西。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由“语词声音”、“意群”、“系统方向”和“意向性客体所体现的世界”这四个层层递进的层次构成，作品最深层体现某种形而上学的性质。在认识论方面，认为读者是文艺作品的共同创造者，文艺作品中被表现的世界中的许多不确定区域，有待欣赏者加以充实。在价值论方面，提出“美学质素”（即作品中直接引起美感的性质）和“艺术质素”（即作品中不直接引起美感，但却构成美学质素基础的一些形式方面的性质）导致审美价值的产生，并构想出一套复杂的质素结构系统。他拟构了一般的美学质素与几种基本的派生美学质素（精湛、新颖、自然、真实、实在等），试图找到它们的对应关系，并力图建立由十二个组和二百多个质素范畴构成的美学质素表，但由于其任意性和机械性，最终未能成功。英伽登的前后期美学研究具有不同的重点，早期研究侧重于文艺作品的“本体论结构”方面，后期则侧重于价值论方面，研究文艺作品中的美学质素问题。《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是英伽登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主要著作还有《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艺术存在论》（1962）、《经验、艺术作品和价值》（1969）等。


丽萨
 （Zofia Lissa，1908—1980）　波兰音乐学家。早年就学于勒沃夫音乐学院，攻读钢琴和音乐理论专业，兼修音乐学、哲学、心理学和艺术史。1930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开始任教于勒沃夫音乐学院，并先后于1949年、1958年创办华沙大学音乐系和波兰音乐学研究所。其在音乐学方面的著述多达六百余种。其研究涵盖了体系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的诸多领域。其中《论音乐的特殊性》（1954）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为理论前提，对音乐的物质材料、音乐反映现实的方式、音乐的感情因素与逻辑因素二者的关系、音乐的认识因素、音乐的持续存在性和阶级性等一系列问题，从音乐的特殊性角度进行探讨。作为电影音乐美学的开拓人之一，其《电影音乐美学》（1965）是国际上第一部全面深入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该领域的著作。在历史音乐学领域，主要成果包括《世界音乐通史》（第一卷，与霍眀斯基教授等合著）、《俄国音乐史》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波兰音乐方面的重要文论。此外，她还对黑格尔、施莱格尔、赫尔德、卢那恰尔斯基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和当代音乐语义学、符号学、现象学、释义学、心理学、音乐接受理论等有着深刻的关联，在方法论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认为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关联，被国际音乐学界公认为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音乐学家。主要美学著作还有《音乐美学问题》（1954）、《音乐美学论稿》（1965）、《音乐美学新稿》等。


沙夫
 （Adam Schaff，1913—2006）　波兰哲学家。1935年毕业于里沃夫大学。1936年在巴黎政治学校毕业。1945年在苏联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1984年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主要从事历史哲学、认识论和语言学（语义学）问题的研究。认为人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其中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它主张铲除造成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推翻使人受屈辱、被奴役的一切关系。其语义哲学对音乐哲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两种交际活动，即理智的交际与感情的交际。艺术这种通过动作、表情、声音等传达某种感情状态的活动就是感情交际。音乐属于感情交际的范畴，是特殊的交际形式的特殊表现。他还提出“指号”的概念，认为指号这个既涉及外在客观现实，又涉及人的主观内在经验的物质客体是传达思想、情感的媒介物，是交际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并将指号分为自然指号和人工指号两类，指出音乐是典型的除了词语指号之外的特殊的人工指号。音乐通过指号来传递意义，完成感情交际过程。主要著作有《马列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1953）、《人生哲学》（1961）、《语义学概论》（1961）、《马克思主义和个人》（1965）。

美国


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1809—1849）　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少年时前往英国读书，后回国读大学和参军。20年代开始写作。在诗歌美学上认为，诗以灵魂的升华作为刺激，这种升华的刺激越强，诗的价值就越高。判断诗的标准应是它所造成的印象和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它产生影响的时间。诗不关真理，不应为给人教训而作，只应单纯为诗而写诗，内省自己的灵魂。认为人的智力与真理有关，趣味使人知道美，道德则重视道义，只有趣味才展示优美。认为最纯洁、最升华、最强烈的快乐，导源于对美的静观、冥想。在对美的观照中才能达到予人快乐的升华或灵魂的激动。诗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它唯一的裁判者是趣味，智力与良心只同它有间接的关系，诗中的道义和真理必须服务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他强调诗与音乐的契合，认为音乐能使心灵达到超凡美的创造，他的诗作往往带有组织精细、严格准确的特色，接近于音乐。他的思想对西欧文学和美学中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都有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创作哲学》（1846）、《诗的原理》（1850）等。


马歇尔
 （Henry Rutgers Marshall，1852—1927）　美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快乐论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87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1878年起从事建筑设计，后改行专门研究心理学和美学，以生理学为基础分析快乐和痛苦的原因，把美感归结为生理的快乐。认为快乐是对刺激作出的反应力大于刺激力，痛苦则是对刺激作出的反应力小于刺激力，两者相等时就处于无所感受的中立状态。认为低级感官在不断刺激下，快乐会消失以至走向反面成为痛苦，眼和耳等高级感觉则能提供一种稳定的快乐，成为持久享受的源泉，“美就是相对稳定的，或者真正的快乐”。审美愉快是一种苏醒了的永恒的愉快。认为美不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绝对”的显示；美具有人的主观特性，附丽在人的情感活动之上。美的主观性使美不存在绝对标准。认为艺术源于人的一种特殊冲动——“艺术本能”，它驱使人去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因而能促进社会团结。他的生理学观点无法科学解释高级感官和精神中的快乐和痛苦。主要著作有《痛苦、欢乐和美学》（1894）、《美学原理》（1895）、《美学与心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1905）、《美》（1924）等。


费诺罗莎
 （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　美国哲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1878年（日明治11年）应邀到东京大学任职，与其学生冈仓天心一道创立日本美术学校，为日本的西方美学、艺术、美术教育的普及和日本画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1890年回国任波士顿美术馆东洋部部长。1896年再赴日本，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多所学校教授，1908年逝世于英国伦敦。曾应日本龙池会之邀在上野公园内的教育博物馆作《美术真说》（The True Meaning of Art）演讲。演讲分为三个部分：（1）艺术之真的理论阐释；（2）日本绘画与欧洲绘画的比较中的日本美术优势；（3）促进美术发展的文化政策考量。认为：艺术家的技能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艺术具有愉悦性；艺术源于模仿——对自然与现实的模仿。从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定义的三种典型方法、艺术的审美价值等视角，阐述了美术的奥义、美术作为艺术的特质及其价值、美术与美学的关系等问题。费诺洛莎在东京大学和东京艺术学校教学期间，深入研究西方艺术美学与西方艺术史，开日本艺术美学研究之先河。


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美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1875年入佛蒙特大学，188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任密歇根、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大学教授。哲学上认为先有外物后有认识的观点是形而上学，试图用实用主义加以改造。认为世界的本质在经验，离开人的经验，自然毫无价值，经验把思想与自然合为一体。认为观念、概念和理论不过是作业假设，只有工具性质，它的真理性就在于能产生成功的效果。把自己这种哲学思想称为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并努力贯彻到美学领域。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经验艺术是一种有条理而完整的愉悦的经验，不应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将它远离日常生活；审美经验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是显得协调一致、均衡和谐的日常经验；美是思维对一种物质的完美活动的经验性反应，这种物质通过自己内在的联系成为一种独特性质的整体；美是一个表示感情的词，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反对把艺术神秘化和束之高阁，认为艺术应具有一种社会职责，它不仅参与社会福利，而且对文化和社会理想都发挥作用。主张艺术哲学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恢复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炼的和强化的经验形式与一般认为是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行为和苦痛感受等之间的“承续关系”。在艺术表现上，不同意表现论贬低表现手段的看法，认为情绪的发泄只是一种解脱，还不是艺术，只有考虑到它的后果才走向艺术。在艺术中，表现必须凭借物质媒介，经过自我中流出的东西与客观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才能激起过去的经验中的态度和意义，成为情感化的表象。杜威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在美国影响极大，在欧洲也有所反映，在解放前的中国，经胡適的传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1920）、《经验和自我》（1925）、《艺术即经验》（1934）以及论文集《人的问题》（1946）等。


闵斯特贝尔格
 （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　哲学家、美学家和心理学家。原籍德国。先后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和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弗赖堡大学，并在该校建立了心理学研究室。1892—1895年应詹姆斯之邀去美国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897年重回哈佛执教，直至逝世。哲学上与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关系密切。心理学是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对把人的生活世界二重化为物理部分和心理部分。认为两者的区别只是不同联系上的区别。每个人都意识到的对象是物理对象，仅仅个人意识到的对象是心理对象，两者是同一对象。物理对象服从自然规律，心理对象因只相对于单个的人存在，没有因果性和必然性。心理学作为科学存在取决于一种心物平行论。美学上，提出“审美态度孤立”说。认为人直接经验到的世界之外还有科学知识世界和艺术世界。科学致力研究事物与其他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艺术则相反，它的本质是孤立。艺术为把握事物本身，应切断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单独与人的知觉发生联系，充满于人的心灵。这种作用于人的心灵而与外物孤立绝缘的对象，才成其为审美对象。美的价值在于它是为了使心灵安息。科学与艺术都独立于经验世界之外，科学知识的标准与审美的标准都有普遍性，但科学在于分析事物、解释事物，艺术在于领会事物、欣赏事物，两者的功效却不一样。还认为艺术自身形式的完整和内容的自足是艺术孤立的原因。从这种艺术、审美态度孤立说出发，认为要充分把握事物本身的真相，应及早施加审美教育，培养一种将对象在功利世界中孤立绝缘起来的审美能力，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事物，让对象表现自己、展示个性、透露秘密。深感美国以功利为重的生活方式对审美态度的危害，认为美感教育对于青少年尤为重要。他的审美态度孤立说，是从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到现代的艺术独立自足性这条长链中的一环。主要著作有《艺术教育原理》（1905）等。


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　美国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原籍西班牙，1872年移居美国，1882年就学于哈佛大学，1889年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教授。1912年辞去教授职务重返欧洲，在各国游历。后定居罗马。对哲学的根本问题持怀疑论态度，从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唯一可靠的是经验，哲学是自然科学的简单延续。这种自然主义的基本立场直接影响了他的美学思想。他的第一部美学著作《美感》就从自然主义出发，运用近代内省心理学方法，着重于对美的经验及其条件进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把美学和伦理学严格区分，认为审美判断是一种积极的、对善的方面的感受，而道德判断则是消极的、基本上是对恶的感受。提出“美是一种积极的、固有的、客观化的价值。”（《美感》）把美定义为：“美是客观化了的快感。”（同上）认为这种快感是非功利的、非官能的，是对事物的直觉，“它满足一种自然功能，满足我们心灵的一些基本需要或能力”（同上），是一种“最高的善”。还提出“表现”的概念，认为“表现”意味着经验能授予任何一个形象在心灵中唤起另一个形象的能力，促成事物的审美变化，也可决定事物美或不美。后在哲学上接受马赫主义观点，对早年的美学观点有所修正，进一步阐述了自然主义美学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心灵植根于自然，人类各种高级精神活动的发展以至整个人类的进步，都只能从人的自然本性以及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中寻找解释和依据。人类审美活动的发展也不例外。认为艺术的基础在于人的自然本能和经验，提出“艺术是意识到它的目的的创作本能”，“真正的艺术调节愉快和使它完善”（《艺术中的理性》）。在《美感》出版近三十年后所写的《审美范畴的易变性》一文中，声称放弃了“美是客观化了的快感”这种提法，主张审美愉快是既非客观亦非主观的一种中性的感觉经验，突出艺术与人的经验和自然本能的关系，并强调艺术的物质体现，肯定美的功利性和效用性。在方法论上，也一反前期美学中采用的心理描述方法而偏重于哲学伦理学的考察。主要著作还有《艺术中的理性》（1903）、《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1910）、《柏拉图主义和精神生活》（1927）、《存在领域》（1927—1940）等。


白壁德
 （Irving Babbitt，1865—1933）　美国文艺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毕业于哈佛大学。1891年去法国留学。1894年回哈佛大学任法语讲师，后升任教授。曾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论作专门分析，并提出用“人的原则”取代“物的原则”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认为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进步，以及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革新文学都遵循着“物的法则”，如浪漫主义主要受卢梭启示，夸大了自由和同情这两个因素，又以这种夸大了的自由和同情为教条，不仅造成了风格上的混乱，而且损害了人文主义的原则。认为文学应表现人类的本性要求即理性、道德意志和想象力。提倡符合人类本性的新人本主义，指出文学应注重内心生活，要有内省，不能牺牲美的含义和高尚；主张摒弃外在的功利主义活动，不迷信物质效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扬“人的法则”，摒弃“物的法则”。在文艺批评上，认为只有具备深刻的判断力才会有严肃的批评，批评家不应关心自我表现，而是要建立正确的评价标准，用以准确地观察事物，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起调节作用。这种评价标准即克制原则。运用这种标准是批评家的主要美德。其美学思想在强调人性、理性、道德，反对“物的原则”这一点上，同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物欲横流，非理性主义泛滥的现状相对抗，有一定的意义，但他在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在文艺上把启蒙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等进步思潮都归入“物的原则”而加以批判，则表现出严重的贵族色彩和保守倾向。其美学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中发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新拉奥孔》（1910）、《近代法国批评界的大师》（1912）、《卢梭和浪漫主义》（1919）、《民主和领导》（1920）、《批评家和美国生活》（1928）等。


吉尔伯特
 （Katherine Gilbert，1866—1952）　美国美学家。康乃尔大学博士。后在杜克大学任哲学教授。其艺术哲学“不是操作抽象关系的结果，也不是对单纯本质的研究”，而是对我们身边的艺术的研究，认为哲学家需要像艺术批评家一样对艺术细节进行细致丰富的分析。在与库恩合著的《美学史》（1939）中，试图去发现艺术和美意味着什么。认为艺术的意思不是一两个主张，而是多种哲学系统和风格的辩证。认为，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其他方面割裂开来讨论。主要著作还有《近代美学研究》（1927）、《美学研究：建筑与诗歌》（1952）等。


勋伯格
 （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　美籍作曲家。初在德、奥从事教学与创作活动。1933年寓居美国，后入美国籍。其创作生命可分成四个时期：（1）受瓦格纳影响的后期浪漫风格（1897—1908），代表作如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1899）、康塔塔《古雷之歌》（1901）、交响诗《贝里亚斯与梅丽桑德》（1903）等，这些作品有着极端的半音化和声、游移的调性和规模宏大色彩绚丽的配器，以极为夸张的手法来表现情感。（2）无调性时期（1908—1921），在表现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下，尝试用无调性等现代派手法作曲，作有戏剧配乐《幸福之手》及朗诵配乐《月迷的皮埃罗》等。（3）序列主义时期（1921—1933），创立12音体系，写了大量乐曲，如《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歌剧《摩西与亚伦》（未完成）等。（4）多元风格时期（1936年之后），此时勋伯格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美国定居，创作虽仍以十二音列为主，但在规则上却予以放宽，甚至有时回到调性音乐，重要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1936）、《第四号弦乐四重奏》（1936）、《钢琴协奏曲》（1942）、《一个华沙幸存者》（1947）等。勋伯格认为，艺术作品越远离人们的感官享乐，才越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在崇尚形式的同时，也认为音乐是一种表现，而情感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指出“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它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感情的激荡”。他是新维也纳乐派的奠基人和西方现代派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音乐理论与作曲体系在欧美有很大影响。著有《和声学理论》、《和声的结构功能》和许多音乐论文。


伏兰亭
 （C．W．Valentine，1879—1964 ）　又译“瓦伦丁”、“华伦亭”。美国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美学的代表之一。致力于审美鉴赏心理特征的研究，认为审美鉴赏区别于没有联想的对颜色的生理学上的直接反应，审美鉴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性格型，是最纯正的艺术型，它把诸如快乐、无畏或精力旺盛等归因于不同的颜色；冷静的客观型，为颜色的纯净或图画的结构所吸引；非融合的联想型，是利用对象在观赏者心中所引起的回忆来判断对象；主观型，所记下的纯粹是个人对于对象的反应。通过实验证明形式美对美感有激发作用，并予以理论说明，认为简单的直线、曲线、对称、平衡、比例等有规则的形式都能使人感到快乐，而尤以有规则的形式最为显著。提出当线条暗示运动时可使人产生愉快。线条暗示运动在理论上可以有两种方式：（1）线条所表明的运动方向可以暗示我们自己的一种运动，或使我们随线条的运动而运动；（2）线条本身可以向我们显示出它有种仿佛会动起来的运动感。这是人的视觉在观赏陶罐时有了运动路线从而产生愉快的原因。伏兰亭的美学实验和理论丰富了实验美学思想，为揭示形式美的心理根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主要著作有《美的实验心理学》（1962年新版）等。


瓦伦丁
 　即“伏兰亭”。


华伦亭
 　即“伏兰亭”。


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Стравинский
 ，1882—1971）　美籍作曲家、指挥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圣彼得堡歌剧演员家庭。9岁始学钢琴，中学毕业后入圣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后随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学习作曲。1920年迁居法国，1939年定居美国，后入美国籍。最初作品交响诗《烟火》等带印象主义色彩。一般把他的创作风格分为三个时期：（1）俄罗斯风格时期（1902—1919），主要为具有鲜明俄罗斯音乐特色，并以和声、节奏、配器的大胆创新而震惊乐坛。该时期的作品被公认为他一生最具独创性且引领时代潮流的伟大之作，重要作品有《火鸟》（1909）、《彼得鲁希卡》（1911）、《春之祭》（1913）三大芭蕾舞剧。（2）新古典主义时期（1920—1951），题材上由浪漫的俄国民间故事转到希腊神话，形式上则多为复古，采用巴罗克和古典时期的格式，作曲技巧上也以主题发展这种古典乐派的思维为主导，力图创造出一种有着完美秩序的新音乐风格，重要作品有：戏剧音乐《普尔钦奈拉》（1920）、歌剧《俄狄浦斯王》（1927）、合唱与管弦乐《诗篇交响曲》（1930）、《C大调交响曲》（1940）、《三乐章交响曲》（1945）、歌剧《浪子历程》（1951）等。（3）序列主义时期（1952—1967），以序列音乐的手法丰富自己的音乐语汇，并使之完全融入自己的风格中，成为极端个人化的序列主义，重要作品有《神圣的赞美诗》（1955）、芭蕾舞剧《阿贡》（1957）、《安魂赞美诗》（1967）等。他在20世纪音乐界的地位很特殊，其作品是整个时代的风格原型，又因走在同时代人的前端，经常引起争议。著有《我的自传》（1936）、《音乐诗学六讲》（1942）等。


刘易斯
 （Clarence Irving Lewis，1883—1964）　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美学家。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哲学上接近实用主义。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提出“潜能”（Potentiality）说，认为美是一种刺激人的内心价值经验的“潜能”。审美判断是对美这种“潜能”所作的经验上的预言，它预言，如果另一些人也从审美角度理解作品的话，那么他们也将感受到审美愉快；但它有时会错误，从而造成艺术作品在某些人身上产生审美愉快，在另一些人身上则不产生审美愉快。审美价值既非绝对的客观特质，亦非直接的感觉。审美价值是客体作为美的潜能而与主体相结合的一种关系的价值，它在属于物的许多特征与人的机能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当审美对象未被经验时，这种潜能只能保持在对象之内而不发挥实际效能。从审美主体方面来说，审美活动需要具备欣赏能力，这样才能把握审美对象的潜能。事物潜在的审美价值中的客观性为人们揭示它们的确定价值提供了可能。认为审美价值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直接经验中的审美价值，只需要“发现”，无需判断；另一是相对审美价值，可通过比较找到，需要判断。还提出美学与物理学都是一种经验的科学，美学兼有物理科学的经验性和逻辑的先验性。其美学理论基本属于实用主义，但又能兼收并蓄，特别注重分析哲学提出的一些问题，试图把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传统美学结合起来。主要著作有《心灵和世界秩序》（1929）、《对知识和价值的分析》（1946）等。


帕克
 （Dewitt Henry Parker，1885—1949）　美国哲学家、美学家。密歇根大学哲学、美学教授。以“经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认为事物即感觉和意象；经验的核心是“自我”或自我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欲望。在美学上注重价值的研究，试图建立包括美学在内的价值体系。认为价值有现实的和想象的两大类。现实的价值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实际效用的；想象的价值则仅在人们心灵世界中发生作用，对现实生活不产生直接影响。艺术属于想象的价值，它来自艺术家主观的想象世界。美本质上只是一种属于主观审美经验的想象的价值，艺术作品是人的欲望的一种想象的体现，艺术的本质在于在想象中满足人的欲望。认为艺术作品有三层意义：艺术家意识中的问题和冲突；作品本身的内容（情节、故事、题材等）；艺术家自己不完全意识到的意念和情感。指出艺术具有审美的表现和感性物质媒介两大特点。审美表现是一种包括自我在内的全面而具体的经验的表现，与自我的表现、实用的表现、科学的表现相区别；感性物质媒介，是指艺术只有通过特殊的物质媒介创造出感性的形式后，才能得到表现，强调了物质媒介在艺术表现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同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相对立。帕克还对艺术形式的特点作了分析，提出艺术形式的六原则：（1）有机整体原则，认为艺术美存在于诸构成元素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性之中，离开整体性就没有美。有机整体原则是统御原则，其余五条为隶属原则。（2）主题原则，即主导性格或特征的原则，认为每一复杂艺术品中互有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形式和意蕴特征。（3）主题变化原则，指具有主导意蕴与形式后，还须在形式上体现其变化多姿，主要变化方式有重现、轮替、更换三种。（4）平衡原则，指要使艺术作品中对立或相反元素达于均衡状态。（5）层次原则，艺术作品有低潮、高潮等层次之分。（6）演进原则，艺术作品在其展开过程中，先行部分决定后继部分，而后继部分则逐步显示前面部分的意义的过程。整体性统御原则和隶属的五原则深入探讨了艺术形式，对现代西方美学的形式研究有一定启发和影响。主要著作有《自我与自然》（1917）、《美学原理》（1920）、《艺术的分析》（1926）、《人的价值》（1931）、《经验与实体》（1941）、《真善美》和《艺术的本质》等。


庞德
 （Ezra Loomis Pound，1885—1973）　美国诗人、评论家。意象主义诗歌和美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赴欧，长期居住于伦敦、巴黎从事创作。1910年前后创立“意象主义”诗歌，提出有关的美学观点，成为该派中坚人物。1924年到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美国政府关押，1958年获释返意大利。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并曾翻译过中国的古诗。美学上认为，艺术和诗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和个人，它比其他科学更能断定人的真实愿望；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是它的精确性，好的艺术作品有真知灼见，有使人精神振作的价值，反之则是弄虚作假，毫无价值；写作的好坏取决于非凡的本能、力量和悟性。在诗学上提出“意象”论，认为诗歌应捕捉和创造一种“意象”，即“一刹那时间中理智和情感的复合”，并通过准确的客观形象的描绘体现出来。意象不是一个思想，而是一个发光的结节，许多思想通过它而熠熠闪光，诗歌表现意象才能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在文学的分期上以“有所创新”为标准，认为现代派作品按此标准可从更早的时期开始。后离开意象主义，信奉旋涡主义，热衷于把观念投入如同旋涡般奔泻的对象之中，再使观念从中走出来，采取了更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写作方式。庞德的意象主义创作与美学观点对现代派文艺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后起的英美文学大师都受到这种影响。主要著作有诗集《生命与接触》（1920）、《诗章》（1912—1972）；美学和批评著作《文学论文集》、《罗曼司的精神》（1910）、《严肃的艺术家》（1913）、《读诗ABC》等。


奥尼尔
 （Eugene O'Neill，1888—1953）　美国剧作家。生于纽约一演员家庭。1906年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当过矿工、海员和新闻记者。1913年开始戏剧创作。代表剧作有《天边外》、《琼斯皇》、《上帝的女儿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欲望》、《奇异的插曲》、《悲悼》、《送冰的人来了》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等。早期戏剧大多与大海、水手有关，因此被称为“海洋戏剧”；中期创作不仅在题材上深入开拓，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大胆探索和创新，剧作富有激情和力度，在强烈的戏剧性中发展了早期戏剧中就开始的对命运背后神秘力量的思考；后期则回归写实，注重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表达来自生活的直觉与领悟。他对美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有划时代的影响。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的现实生活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为现代社会的冷酷和现代人没有归宿的境地所困扰。努力发掘人的欲望及失意的根源，表现出梦幻与现实的冲突。关于现代人无能为力的悲剧意识贯穿在他的一生所有作品中。在戏剧技巧方面敢于冲破传统，常用表现主义手法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1920年、1922年、1928年和1957年获普利策戏剧奖，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西蒙生
 （Lee Simonson，1888—1967）　美国舞台美术家、戏剧理论家。早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戏剧，后赴欧洲学习绘画，回国后成为静物画家。1919年参与创建纽约戏剧同仁协会剧团，并成为该团的艺术指导兼布景、服装和灯光设计。1934年组织国际戏剧展览。他反对自然主义的细节堆砌，认为演员的真实性与反映生活的程度并无固定的联系。演员的活动影响说话的意义，而空间的布置则影响演员的活动。基于空间与活动的相互作用，自然使舞台设计更接近于建筑。舞台设计要创造的不是演员背后的绘画布景，而是演员可以在其中出入和活动的空间。布景就是“动作的平面图”。其舞台设计被称为选择的现实主义。著名作品有《李利昂》、《回到米苏塞拉》、《怒吼吧，中国！》、《马可·密里翁》、《浮士德》、《尼伯龙根的指环》等。著作有《舞台布景》、《部分生活回顾》、《舞台设计艺术》等。


兰色姆
 （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　美国文学批评家、诗人，英美新批评派美学的代表人物。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起先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1939年创办文学评论刊物《肯庸评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它自身的存在即为文学的本体。主张对文学作“本体论批评”，研究文学作品内部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与变化运动。提出“构架肌质”理论以阐明文学本体论批评。构架（structure）指作品内容的逻辑陈述，是可用散文转述的主题意义或思想内容；肌质（texture）指作品中不能用散文转述的细节部分，即语言形式与审美意象部分。肌质是文学作品的核心与精华，文学的美在于肌质，文学作品是被充分“肌质化”了的。其理论为新批评理论奠定了基础。主要著作有《世界之躯》（1938）、《新批评》（1941）、《绕过丛林》（1972）等。


佩珀
 （Stephen Coburn Pepper，1891—1972）　美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哲学教授。把实用主义哲学美学发展到艺术批评方面。提出“语境批评”说（Contextualistic Criticism），认为只有用“语境”说才能揭示审美活动的奥秘。主张一件艺术品的整个审美价值是一系列审美知觉和审美评价的总和。应当把艺术作品的物质方面和审美方面区别开来，艺术作品本身只是媒介者，而非真正的审美对象，它的审美价值要在对其实际感受和评价中才能实现。只有从审美主体和艺术作品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全面评价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物质的艺术品；被物质的艺术品所引起的知觉；以及审美的艺术品，即由对物质的艺术品的各种知觉发展而来的艺术品。艺术作品正是许多不同的观众对于物质对象的所有知觉系列的总和。一个被批评和评价的对象的内容和价值要通过许多不同的鉴赏者共同合作的判断才能获得。审美过程是一种“对特质的知觉”，这种“特质”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中，我们凭直觉能领悟到这种经验的特征。还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审美鉴赏，分析了审美鉴赏过程中对于整体的把握与对于细节的辨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佩珀是杜威实用主义美学的直接继承者，他在实用主义基础上把多种不同的美学观点和批评原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实用主义美学的发展。主要著作有《审美特质：美的语境论》（1937）、《艺术批评的基础》（1945）、《艺术的鉴赏原理》（1949）、《艺术的表象是客观的吗？》（1953）、《艺术作品》（1955）等。


帕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1892—1968）　美国艺术史家、评论家。1914年获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任教于汉堡大学，1926年升任为教授，1931年起轮流在德国和美国任艺术史教授，纳粹时期移居美国，任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在美学上强调对历史、神话、宗教、文学和各种典籍文献的研究，有较强的历史感，并注意把美学理论、审美分析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达到一定的精确性。突破传统艺术史按历史年代叙述的方式，通过几种最有典型意义的视觉艺术，几种贯穿于艺术史的题材，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家，来阐述艺术史的发展过程。开创了圣像学和肖像学。注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来解释艺术作品，从而确定它们的整体意义。他具体分析了提香、丢勒、普桑等人的作品，认为这种研究应分三步进行：（1）对基本的或自然的形象进行确定；（2）对形象的象征性内容进行确定；（3）对以上两步进行综合性分析，并联系作者的风格及作品的哲学内涵，以确定作品的综合含义。注意艺术史发展、艺术欣赏的变迁与自然科学进程之间互为前提、互为要求的关系，指出科学与人文主义学科是一对姊妹，艺术离不开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手段，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艺术伴随着一个综合和带着主观特色的精神过程，必须在精神上通过直觉对其“资料”进行审美的再创造。通过肖像学与圣像学对艺术史所作的综合研究，使艺术史显示出内在规律，被称为20世纪艺术历史的新成就，具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没能分析艺术史中形象变迁背后的经济方式的根源，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著作有《丢勒的艺术理论》（1915）、《圣像学研究》（1939）、《哥特建筑和经院哲学》（1951）、《尼德兰早期绘画》（1953）、《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文艺复兴与其他文艺复兴》（1960）等。


苏珊·朗格
 （Susanne K．Langer，1895—1985）　美国哲学家、美学家。符号论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生于纽约，父母系德国人。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并获哲学、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赖德克利弗、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及康乃狄克学院任教，被聘为哲学、文学教授。50年代后致力于著述。哲学上从卡西勒的符号论出发加以发展，进一步区分了信号与符号的本质。认为信号是事件的一部分，是指令行动的某物或某种方法，符号则是概念的媒介，它可以传达某种意味或某种内在含义；信号与所指对应，符号的象征则包含多种意蕴；信号为人与动物共有，符号则是人类独具的精神品质和能力。美学上认为语言是典型的推理符号体系，是人类借以思维、交流、认识世界的工具；但语言无法表达体现内在生命运动的人类情感，只能由表现性符号体系——艺术符号来完成。提出把艺术看作情感的符号形式是打开美学各重大问题的关键。既反对用逻辑推论来界说艺术，认为只有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区别作充分肯定才能找到各艺术中最具共同的东西；也反对摒弃哲学分析只作审美经验的心理分析的倾向，认为哲学能为美学的整个知识大厦提供框架。认为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生活的一种表象符号形式。艺术表现的不是个人情感，而是艺术家所理解的人类情感；不是发泄或刺激情感的生理征兆，而是与人的情感生活有逻辑类似的形式结构，是一种发展了的暗喻，表现了人类情感意识自身的逻辑。由此她坚决反对自我表现说和艺术是非理性的产物的说法，提出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虚象”说和“直觉”说，认为艺术抽象不同于科学抽象，艺术抽象是形成情感符号的前提，是一种制造虚象或幻象的过程。这虚象保持着直观的具体形式，但含有丰富的内容与意味，作为符号以感性形式表达人类的普遍情感。认为艺术直觉是借助符号对人类情感的直接判断或顿悟，主要依靠想象；直觉是对事物的直接洞察力，是逻辑的开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提出“生命形式”概念作为符号论的基础。认为在特定意义上生命就是人的感觉力；情感是一种强化、集中的生命。艺术符号要激发美感必须使自己成为生命活动的逻辑形式，才能为直觉所把握。提出艺术符号的生命形式的基本特征是有机统一性、运动性、节奏性和生长性。符号论美学的基本思想经过朗格的发挥和阐述，并运用于各具体艺术门类，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仍受到重视。主要著作有《哲学素描》（1930）、《哲学新解》（1942）、《情感和形式》（1953）、《艺术问题》（1957）和晚年著作《心灵》等。


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1896—1982）　美国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奠基人。原籍俄国。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和莫斯科大学毕业。1921年迁居捷克斯洛伐克，在布尔诺大学任教。1941年移居美国，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音位理论和理论语言学研究，同时也研究儿童语言和失语症问题。在诗学和美学理论上主张诗对它所陈述的对象漠不关心；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作为总体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提出文学在根本上是一种语言。注重对隐喻和转喻的研究。认为隐喻以实在的主体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词之间的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转喻则以人们在实在主体和“邻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联想为基础，这两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它们为形成语言符号而进行的选择和组合打下坚固的基础。两者的对立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与历时性模式的根本对立的本质。对诗歌功能作了定义：诗歌既吸取选择的方式，也吸取组合的方式，并以此来发展等值原则，诗歌功能把等值原则从选择轴弹向组合轴。把隐喻和转喻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流派的根本标志，隐喻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占统治地位，转喻则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占统治地位。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竞争也可以在任何符号系统中看到。提出交流由说话者、信息、受话者、代码（言语、数字、音响等）、语境和联系六要素构成，只有在交流倾向于信息本身时，诗歌的或美学的功能才占据支配地位。主张把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不是把作品看成是信息的“容器”，而是看成内在的、自我生成的、自我调节并最终自我观照的整体，它不需要参照在自己疆界之外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本质。其理论对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发展、对结构主义美学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语言分析基础》（与莫利斯·哈利等合著，1952）、《语言的基本原则》（与莫利斯·哈利合著，1956）等。


门罗
 （Thomas Munro，1897—1974）　美国美学家、哲学家。新自然主义美学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习哲学，深受杜威影响。1918年毕业留校任教，后由杜威举荐在费城的巴奈斯博物馆任职。先后担任过西部雷泽福大学艺术系教授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教育长。是美国美学学会的创立者和组织者，1945年起担任该学会会刊《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主编达二十年。门罗是最早试图将美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的西方美学家之一。认为传统美学只是思辨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对美的本质及其他传统美学基本范畴所作的抽象的形而上的探讨，使美学处于纯粹知识状态，对艺术实践丝毫无益。主张建立一种能应用于大众、同艺术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的美学”。认为美感和艺术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生物性的个体对环境适应的产物，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说，从人类及其全部作品（包括艺术在内）都是自然现象这一意义上说，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是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继续。认为美学不应去追究使一切美的事物之所以美的终极原因，凡是一切对实际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没有用的东西，都应该加以排斥。审美经验来源于日常生活经验，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完善，两者本质上一致。门罗为他所倡导的“科学的美学”制定了一套描述的实验方法，要求对于美学现象进行纯粹的观察，并客观地加以描述。描述要忠于观察者的个人感觉和内省的经验，不能加入任何个人的评价。认为美学范畴不再局限于“美”，在整个美学中，美的概念已不再占据中心和显要地位。美既不是完全主观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两方面的折衷；只有有了审美需要，审美对象的某些特征才具有潜在的美或感召美的基因，从而产生美的经验。主要著作有《走向科学的美学》（1956）、《东方美学》（1965）、《艺术的形式和风格》等。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1898—1979）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身于德国柏林的犹太人家庭。曾参加1918年德国革命。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参加法兰克福大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33年纳粹执政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37年定居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和任教。创立了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现代工业文明”，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对个人的作用方式。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居统治地位，个人屈从于社会，社会成了各种异化的、采取形形色色面貌的匿名势力的总和。其美学理论也和对社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把全部美学问题包括到整个人本学的、保证性欲能自由地得到实现为条件的“非压抑性文明”的方案中。认为现代文明压抑和异化人性，人本学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只有在“审美的维度”（aesthetic dimension）中才能得到和解。“维度”是马尔库塞从数学中借来的术语，认为在现代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人成了没有创造性和批判能力的机械工具，只能片面屈从于外界事物和“技术合理性”，成了“单维度社会”中的“单维度的人”，只有在艺术的“审美的维度”中，人类在其他经验中丧失的自由才能得到恢复。艺术作为把握现实的一种形式，不仅以一种完美的形式与现实对立，同时又表现为一种认识方式，为揭示现实本身之中的深刻的、真正的维度提供了可能性。艺术表现为两种形式：（1）人类生活的“审美的维度”；（2）与其他物化了的文化成果一起成为批判认识的对象。指出艺术是全人类和每个人的人性的表达者，但在现实中，它却只流行于上流社会，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分裂。认为在传统美学中，真和美是统一的，但现代人类异化的状况日益阻碍着真升华为美，使真与美对立，激起了对艺术的反叛。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艺术的社会职能。艺术具有否定的（表现个人对非人的现实的反抗）和肯定的（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幸福的需要与这种需要在艺术中获得虚幻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合法化）双重职能，艺术史是肯定和否定力量协调的历史。他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文化”作了否定的评价，但未能真正指出一条变革的道路。主要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理性与革命》（1941）、《爱欲与文明》（1955）、《论解放》（1969）、《审美之维——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1978）等。


舒茨
 （Alfred Schütz，1899—1959）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生于奥地利。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1939年移居美国，从事商业与学术研究活动。认为知识和社会现实都是人类自身通过“主体之间的”经验构成的，因而社会学必须研究作为人们社会生活原型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日常生活意识。美学上，将音乐作为一种非实在的观念性对象来研究，关注人的意识对音乐作品的经验，即呈现在人的意识活动中的音乐作品的本质。认为演奏、乐谱等都只不过是音乐交流的必要手段，而不是音乐作品本身。作品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一种观念对象，它自身独立于一切交流手段而存在。在和语言以及其他艺术门类进行比较后，认为音乐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艺术文本。音乐在存在方式和构造方式上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在时间中延伸，并要求接受者只能以“多步设置”的方式进行把握。认为音乐作品存在的时间维度是人的意识中的内在时间或主观时间，人的音乐体验就是内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作为存在于人的内在时间中的音乐作品，它本身是一个不间断的音乐流，这个音乐流与同时在人的意识中流动的意识流是同一的。在意识流中，有“过去的现在”和“当下的现在”，还有“将来”，于是形成一种“期待”。这是一个前后连接、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延绵不断的整体性过程。人们通过记忆的作用，在内在时间意识中把握着作为观念对象的音乐作品的整体。主要美学著作有《共同创造音乐》、《莫扎特与哲学家》、《音乐现象学片断》等。


弗罗姆
 （Erich Fromm，1900—1980）　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生于德国。早年求学于海德堡大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初为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先后在法兰克福心理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工作。后因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无意识驱力而忽略社会因素在人类心理学上的作用，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1934年流亡美国，后入美国籍。1941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41年后相继在本宁顿学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大学任教授。在那里与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进行争论，成为美国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认为对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经济方面考虑人类行为的愿望和志趣，强调了理性方面因素，但忽视了非理性的方面；弗洛伊德强调欲望冲动对人的行为的意义，强调非理性因素，但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人的个性的影响。提出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认为人作为肉体的人，同时也是有思想的个体；既是社会的人，又是有情感、欲望、本能的人。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融合关键是爱，爱是“在保存人的完整性、人的个性条件下的融合”，而成熟的爱应该是一种“生产性的爱”，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能够表现生命的存在。提出“社会无意识”概念，认为人类之所以受到压抑不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压制，而是文化对于人的本性即本能的欲望冲动的压制，社会通过语言、理性逻辑和社会禁忌三个途径来压抑无意识，它们是社会的“过滤器”。强调文学与社会无意识的密切关系：（1）文艺创作是一种处于无意识层的内心体验，作家把动态的无意识描绘表现出来的过程就是借助普遍的象征来表现内心体验的过程，也是摆脱社会无意识的压迫的过程。（2）艺术思维在文艺作品的体现伴随着社会无意识与社会意识，情感体验与理性逻辑，自由的渴望与文化制度的制约等各种对立因素的相互冲突和调和。（3）文学语言是社会无意识与社会意识矛盾运动的产物。文学语言是一种被遗忘的、普遍的象征符号形式，它侧重于表现人的情感和体验，这些与社会无意识关系密切。文学创作过程同时还要受到社会意识层的正常的语言的影响和压抑。正是这两种语言的矛盾决定着作家的创作活动，决定着文学作品深沉意义的表达，也决定了作家的语言功力和风格。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1941）、《健全的社会》（1955）、《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超越幻想的锁链》（1963）、《爱的艺术》（1979）等。


麦克唐纳
 （Morgart Macdonald，1903—1956）　美国美学家。《分析》杂志主编，分析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认为艺术作品没有统一本质，它是一种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创造，是独创性的，但它又总处于某种特定艺术传统中，成为类似作品总体的一部分，因而又有相似性。艺术作品是基于一个基本主题的一系列变体，在不同解释者那里具有不同面貌。她将艺术批评与对艺术作品的学术、历史研究区分开来，认为艺术批评的任务是在对艺术作品作判断中确定其价值，艺术批评不是论证，各类艺术判断并不具备同等价值，艺术批评由于受特定时代环境制约而没有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主要著作有《艺术与想象》、《文艺批评的论证方法的一些显著特征》、《评韦兹的〈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等。


韦勒克
 （René Wellek，1903—1995）　美国文论家、美学家。生于维也纳。获布拉格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起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授。曾参加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活动。是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他把对文学的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方面，认为由于文学作品必然会涉及作家的创作心理、个性、创作过程、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把文学研究与这些因素相联系，就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文学的内部研究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加以研究，强调把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这相对于外部研究这种因果式的研究，更注重文学的“文学性”。指出：“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他把艺术品看成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主张利用语义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品结构，强调作品在结构、符号和价值三方面的统一，提出了独特的作品结构理论。主要著作有《文学理论》（1948）、《批评的诸种概念》（1963）、《近代文学批评史》（1955—1986）等。


奥尔德里奇
 （Virgil C．Aldrich，1903—1998）　美国美学家。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密歇根、哈佛等大学任教，从事当代美学和当代艺术理论的研究。提出审美知觉论，认为从人的知觉经验中可以分离出一种审美知觉，它不同于日常知觉。他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知觉理论为审美知觉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审美知觉的合理性。认为知觉要把握某种中性的认识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各种预先的假定或不同的观看方式，图像的含义就是不确定的或者是不明确的，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是“白纸上的油墨图案”，他称之为“物质性事物”。“物质性事物”是中性的，根据预先假定的观看方式或知觉方式，它或者呈现为“物理客体”，或者呈现为“审美客体”。把握物理客体的知觉方式是日常知觉，他称之为“观察”（observation）；把握审美客体的知觉方式是审美知觉，他称之为“领悟”（prehension）。日常知觉只是限定物质性事物的特性，而审美知觉在观看物质性事物时赋予了它充满“活力”、“生命”的“外观”。艺术家和欣赏家在创作或观赏艺术作品时都离不开审美知觉。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等。


哈拉普
 （Louis Harap，1904—1989）　犹太裔美国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图书馆哲学部主任、《犹太生活》杂志编辑等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进行研究，认为艺术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对于艺术的关系就像土壤对于植物一样。离开生产方式的艺术也就像一棵植物没有土和水就不能生长。只有找出艺术与生产的关系，艺术史才可以妥当地把握。指出艺术起源于“艺术以内”和“艺术以外”的许多力量的相互影响。艺术品既是一种物质存在，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此外它还具有经济形态，即艺术也是商品，“艺术品也有‘使用价值’，也受它所在的那个社会的交换规律支配。”在艺术和技术的关系上，重视技术作为艺术生产力的作用，还把艺术技巧、技术等因素运用到艺术的趣味分析中。强调艺术的阶级性，“艺术家的意识逃不出当时当地所盛行的思想感情形态，这是和物理定律一样确凿不移的。在阶级社会里，这些形态必然有些阶级特性，而且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审美意识也“像一切意识一样含有阶级倾向”。他还强调趣味的社会性，承认“趣味”一词具有不可否认的个人性，它表现为一种感觉、感受，表面看是对审美对象的“直接”反应，但这种反应却不是任意的、无根的，它是受到各种特定条件（如文化教养、社会地位、阶级出身等）作用产生的结果，它由社会情境所决定。主要著作有《艺术的社会起源》（1949）。


阿恩海姆
 （Rudolf Arnheim，1904—2007）　美国心理学家、美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主要代表。德国人，后入美国籍。30年代从事电影理论研究工作，著有《电影》一书。1940年因不满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移居美国。曾从事通过辨认笔迹来辨认个性的心理实验研究。1949年起开始艺术心理学的研究。1956—1960年担任美国美学学会主席。认为艺术建立在知觉的基础上，是人们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研究艺术首先要研究人的知觉结构，这是对人本身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艺术不是对诸元素的机械相加和复制，而是对有意义的整体结构式样的把握，它所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从“定形”论出发对视知觉及其同艺术、审美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认为视觉并不是孤立的活动，诸心理能力在任何时候都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着。提出知觉的“简化原则”，认为在特定条件允许下，视知觉倾向于把任何刺激式样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结构组织起来。他应用同形同构论来说明“表现”，认为表现就是心理事实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同一性，艺术的形式结构与它表现的情感因素之间在结构上有一种力的同形同构关系，表现性存在于结构之中，它以力的结构为基础，这种力的结构，推动我们的情感进行活动。晚年侧重研究视知觉的理性本质以及视觉意象对于一般思维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视知觉不是低级知觉，它已具备对外物形态的简化和组织的思维功能，是一种智能认识。认为任何思维都通过意象进行，都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意象把人们的感觉与思维连结在一起。对“抽象”作了专门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区分具体与抽象的方法是错误的，一个意象如仅考虑自身，是个别的，如能代表或再现同类其他个别的意象，不仅把握某类事物的关键性质，还把握它的整体结构，就是抽象的，但即使是理论概念也不能脱离它的感性世界。这些研究成果对艺术思维的心理学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对克服纯理性主义或直觉主义的片面性，正确理解科学与艺术、感知与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一定贡献。主要著作有《艺术与视知觉》（1954）、《走向艺术心理学》（1966）、《视觉思维》（1969）等。


布鲁克
 　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美国文学批评家，新批评派最活跃、最多产的代表人物之一。1928年毕业于梵得比尔大学。1932—1947年任教于路易安那州立大学，参与创办《南方评论》杂志。1947年以后任耶鲁大学教授。创立形式主义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批评是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只应关心作品本身，对作者真正意图的判断要以其作品为依据，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至于作者对创作的设想和事后回忆都不足为凭。他对文学作品语言中的悖论和反讽进行细致分析，认为表面荒谬、实际真实的悖谬陈述是理想的诗歌语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体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学作品中语词受到语境压力造成意义扭曲而形成所言与所指对立的反讽现象，是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一个根本区别。他对文学作品结构持有机整体观点，认为结构的基本原则是对作品内涵、态度和意义进行平衡和协调。主要著作有《现代诗与传统》、《精致的瓮》、《隐藏的上帝》等。


阿伦特
 （Hannah Arendt，1906—1975）　美国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原籍德国。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国，1954年后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建立起著名的行动理论，强调人只有与他人分享世界，共同拥有世界并在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获得意义。在政治学上探讨了极权主义起源等重要问题，以此为思想基础，认为在政治判断中存在着和美学判断相似的“由特殊见普遍”这一机能，包括与自身对话及在想象中与他人讨论的“反省判断”、以他人为在场导向的“共同知觉”等。她把艺术和科学、政治并举为三种具有根本区别的人类活动，并从美的高度阐明人是政治的动物，特别是在关于康德著作的演讲中，她论证并揭示出康德《判断力批判》等美学著作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因素，认为其中体现了康德政治哲学的雏形，一定程度上给人以启发。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精神生活》、《心智人生》、《康德哲学讲座》、《黑暗时代的人们》等。


戈德曼，N.
 （Nelson Goodman，1906—1998）　美国美学家、逻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1964年当选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1967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地区主席。后分析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受符号论哲学影响，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符号的某些特殊属性，由此在美学上融合分析美学与符号学理论，提出“审美征候”说。认为美、艺术、再现和表现等概念的含义在传统美学理论中都十分模糊，把审美态度看作被动的观照、愉悦、满足等都会带来混乱，认为审美态度具有主动性，审美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审美经验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审美征候，审美征候主要包括句法上的密集、语义上的密集、句法的充实、例证关系、多样复杂的相关性五个方面。该理论推进了分析美学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主要著作有《现象的结构》（1951）、《事实、虚构与预示》（1954）、《艺术语言》（1968）、《逻辑与艺术》、《创造世界之路》等。


维姆塞特
 （William Wimsatt，1907—1975）　美国诗人、批评家，新批评派代表之一。自1939年起一直任教于耶鲁大学。其理论主张大体包括三方面：（1）提出“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的概念，前者指作家创作意图不能作为评判作品的主要依据，后者指读者阅读所得的主观感受也不能作为客观批评的依据，认为文学作品本身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2）提出文学作品具有“具体普遍性”结构的理论，从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辩证关系中审视作品结构，认为整个文学作品是一个基于语言性特征和细节描写手段的具体普遍物。（3）对隐喻机制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隐喻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喻旨与喻体之间的相异性，隐喻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它要强调的东西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并且离不开语境。他维护了新批评派文本中心论的形式主义批评，有力推动了新批评的发展。主要著作有《意图谬见》（合著，1946）、《感受谬见》（合著，1949）、《文学批评简史》等。


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1933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和美国心理学会会长。提出“自我实现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必须被满足的需要层次，在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之后才出现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高级需要才可能发挥。认为人的发展与成长是没有止境的，生命的过程就是形成的过程，人总可以比一定时刻的状况更成熟一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必须对经验完全敞开，必须要能接受他所觉察到的东西，并能处理外部世界和自我内部所面临的问题，因而自我实现就是能超越自己的缺陷成功地适应现实，使自己趋于完善。马斯洛的美学理论与他的心理学理论融为一体。审美活动对创造与完善人格的意义在马斯洛那里得到了充分地重视与强调，认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审美人格的确立，这是一种终极的目标。创造与欣赏美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内容，审美需要是人必不可少的心理活动。其审美理论在他对高峰体验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高峰体验虽不是为审美所独有，但高峰体验的主客交融为一、超越狭隘的功利、超越时空、从内在肯定自我等基本特性完全适用于审美的最高境界。主要著作有《动机与个性》（1954）、《通向一种关于存在的心理学》（1962）等。


凯奇
 （John Cage，1912—1992）　美国作曲家。偶然音乐创始者。大学未毕业即去欧洲考察美术、音乐、建筑。1931年始学作曲。1934年起曾随勋伯格研习对位法。1958年举行其作品的首次音乐会。1964年推出由86件乐器任意合奏的《黄道带》，引起激烈争论。1967年起历任辛辛那提大学专职作曲家、伊利诺斯大学高级中心研究员、加州大学常驻艺术家等。1968年为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院院士。其创作充满种种反传统的奇思异想和探索、试验。40年代所作《奏鸣曲与间奏曲》，演奏时须在钢琴琴弦中塞入铁钉、螺栓、橡皮等，以改变乐器的音色；1954年所作无声作品《4分33秒》，演奏者并不演奏出任何声音。其创作竭力扩大音乐创作和演奏中的偶然性因素，甚至依靠星相图、抛硬币、掷骰子等，同时乐曲也可由表演者任意增删或打乱次序，如所作包括八十四段的《钢琴与管弦乐队的协奏》等。其音乐观念受东方哲学影响，把东方的思想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东西方思想混杂的神秘主义世界观，以此作为其音乐观的哲学基础。认为艺术是人类的产物，所以必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声音在音乐中的发展必须反映它在自然中的现实，这些声音的出现是无休止、无拘束的，不是被人的意志所触发的。他对音乐目的和意义的放弃，对无欲无为的强调，导致走向音乐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y）。而“偶然音乐”（aleatory music）就是建立在这个创作原则上的。其作品与观念不但影响了音乐界，也对舞蹈、绘画、印刷、录像艺术、诗等其他艺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相关著作有《无言》（1962）、《星期一开始的一年》（1967）等。


艾布拉姆斯
 （Meyer Howard Abrams，1912—）　美国文学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教授。20世纪40年代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至康奈尔大学任教。代表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1953）讨论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批评当时西方文艺批评界的通行方法：“直到几十年以前，现代美学对美学问题的探讨都是依据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而不考虑艺术与外界自然、与欣赏者、与作品的内在要求的关系。”提出文学四要素（作品、宇宙、作家、读者）论。《镜与灯》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把心灵比作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主要著作还有《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相似的微风》等。


比尔兹利
 （Monroe Beardsley，1915—1985）　美国美学家。先后在耶鲁大学霍利奥克山学院、斯沃思莫学院和坦普尔大学讲授哲学和美学。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持客观论态度，认为客观对象的审美价值在于依靠它本身的能力提供审美的满足。审美对象是一种知觉对象，但有别于一般知觉对象，它具有一些容易被感觉所直接感知的特质，只有在它被正确和完整地理解时，它才能提供审美的满足。提出审美经验具有四个特征：注意力、凝聚力、强烈度和完整性。认为艺术作品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面，即审美特质和非审美特质构成的客体，审美特质依赖于非审美特质而存在，但并不存在一种可以适应于所有艺术品的个别特质和证明其价值的批评标准，美不是判断艺术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一件艺术品的个别特质的价值存在于艺术品之间的特定的相互关系之中。一种审美特质的价值只有在与另一些既定的物质搭配时才会存在。这就是审美价值的首要标准。与维姆塞特一起提出的“意图谬见”说，认为艺术家的意图对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批判欣赏既无帮助，又无关宏旨。对艺术品的评价是公众的事，作品总是受到作家以外的一些因素的评判，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品本身的意义上，而不是去查考作者的意图和个人经验的来源，或者查考对个别读者所起的作用。在文学批评中，认为注重探寻作者意图导致的错误，是使人离开批评，离开作品本身，混淆了作者和作品的来源，结果只能以文学传记和相对主义告终。又提出艺术传达情感的说法所产生的谬误，在于混淆了作品本身和它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区别。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都会使作品本身、作为批评的具体对象趋于消失。批评家是作品本身的意义的启发者或者诠释者。艺术创造并不存在于作品的诞生过程，而是存在于观赏者对于作品的经验中。艺术创造是对一种人类自我创造物的生产，人们通过遵循自然法则和自己的心理倾向，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在这种意义上，人人都是艺术家。其美学理论为“新批评”派提供了美学基础，其批评观则体现了在艺术作品与作者、读者的相互关系中强调作品本身的意义的“新批评”派的基本主张，在西方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起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1958）、《美学简史：从古希腊到当代》（1966）、《美学探索》（1967）等，此外还有和维姆塞特合写的现代批评理论论文：《意图谬见》（1946）和《感受谬见》（1949）。


米勒，A．
 （Arthur Miller，1915—2005）　美国戏剧家。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65年起连任两届国际笔会主席。1978年、1983年两次访问中国。曾获普利策戏剧奖，纽约戏剧批评家奖，托尼戏剧音乐奖，奥利维尔最佳剧作奖、终身成就奖等。米勒反对西方商业化、纯娱乐性的庸俗戏剧，认为戏剧是一项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事业。其作品针砭时弊、直言不讳，被誉为20世纪良心的代表。剧作《推销员之死》将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结合起来，使现代社会悲剧达到了新的深度。被《纽约时报》称为20世纪话剧的里程碑。此外还有《桥头眺望》（1955）、《堕落之后》（1964）、《代价》（1968）、《美国时钟》（1980）、《踏破摩根山》（1991）、《碎玻璃》（1994）等多部戏剧，以及两部小说和回忆录《时间弯曲》（1987）。


迈尔
 （Leonard Meyer，1918—2007）　美国音乐美学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其研究凸显出心理学在音乐美学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注重考察聆听者在音乐刺激下所引发出的情感反应。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听觉艺术，认为，同视觉艺术中的对象一样，音乐也是一个格式塔，是一个有机整体存在。音乐作品的每一次演奏都包含了新的信息，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再创造。音乐欣赏需要把作品当作一个格式塔、一个整体来把握，而且这种欣赏对记忆有很高的要求。认为音乐价值“发生于音乐作品和聆听者之间”，作品的统一性、信息量和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是判断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音乐的意义不局限于音乐事件本身，而要与更广泛的音乐环境、相关的音乐事件的性质和可能性以及欣赏者联系起来。在音乐的意义和内涵问题的阐释上，他开创性地将格式塔理论和信息理论加以融合，提出“音乐期待”的概念，认为“期待是一种与特殊的音乐风格相连而发展起来的习惯反应，是风格经验的产物，而期待的结果又必须在‘一种信念和态度的组织体系之内’”。迈尔还考察了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传统区分，提出“绝对主义立场”和“指涉主义立场”，从而超越了以往自律论和他律论的决然对立。提出“原型在音乐家创造力和传统文化的限制之间的作用”，认为原型是文化延续的基础，因为原型在内在逻辑上具有统一、有序、简约的特征，具有最鲜明的风格标识，能在人的知觉记忆系统中长久趋于稳定。主要音乐美学著作有《音乐的情感与意义》（1956）、《音乐的节奏结构》（1960）、《音乐、艺术与观念》（1967）、《音乐的解释》（1973）、《风格与音乐》（1989）等。


德·曼
 （Paul de Man，1919—1984）　美国批评家、美学家。后结构主义美学和耶鲁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英语系，是美国最早研究并接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理论家，被公认为耶鲁批评派的“教父”。在德里达对语言的极端怀疑态度以及缜密的哲学思辨的影响下，尝试解构文学作品的文本。认为修辞方法从文本中抽出最内在的逻辑这一特点，说明修辞的力量总是发展到逻辑就被本身的语意所破坏，这种理性和修辞之间的矛盾是一切文学文本所特有的东西。当批评从阐释转到理论和个人意识方法时，则正体现了批评所特有的东西。认为批评家对于他们批评假设最盲目的时刻，正是他们顿悟性最强的时刻。认为批评依靠一种极端有意识的“困惑”，人们可以不承认它，但它无处不发生作用。德·曼的批评、阐释理论的关键是论述隐喻与转喻的语言悬宕，即对有机论的隐喻、个人统一的形象和形式进行分解的方式。指出浪漫主义追求的统一观念秩序所发展的隐喻和象征概念，被分解性阅读破坏了。分解性阅读对围绕想象的形象，即对作为一种纯粹的、直观的主体和客体的结合的象征，提出疑问，并且在作为反映的理解过程中，用一种无限的思想比喻取代这种象征，这实际上破坏了语义作用和语言形式结构的一致性。提出人们的阅读可分为两种：简单阅读和解构主义阅读。解构主义阅读为了一种纯化的形象逻辑，中止了语言的有说服力的力量；简单阅读则多少有意识地使自己屈从于“规范化”的同情或道德伦理的压迫，它不是批评智力的表现。试图证明文学可以起到哲学的作用，通过解构主义批评，文学可以弥补哲学的不足。其美学观点冲破了新批评的樊篱，促进了解构主义美学的发展与传播。主要著作有《盲视与洞见》（1971）、《阅读的寓言》（1979）、《被毁坏了形象的雪莱》（1979）等。


肯尼克
 （William Kennick，1923—2009）　美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就学于美国奥伯林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后任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哲学教授。在哲学上接受维特根斯坦晚期日常语言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其使用之中，并据此探讨美学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主要有：（1）传统美学探讨“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等问题，假设所有艺术作品具有某些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共同特性，力图寻找美和艺术的类别定义。但由于艺术和美的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任何简单或复杂的定义都无法全面、准确地表达其逻辑内容，为艺术和美下定义本身犯了将美学概念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错误。（2）传统美学认定有一适用于一切艺术品的普遍标准和规范，有效的批评就以这种统一规范为基础。这是无视人们对艺术品有种种不同的使用和要求，因而把实际上只是相对的审美标准绝对化了。（3）各种艺术品之间虽无绝对、普遍的共性，但还是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传统美学的贡献仅在于找到了某些艺术家族的相似性。（4）艺术和美的本质的掌握只在其概念的使用之中，人们之所以能区分艺术与非艺术，是因为人们“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艺术’一词和‘艺术品’这一字眼”，这“只涉及决定‘艺术’一词的实际和普通用法的规则”，这也就是美学的真正任务。上述观点反映了分析美学中的怀疑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产生了广泛影响。主要著作有《传统美学是否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1958）、《艺术与哲学》（1964）等。


丹托
 （Arthur C. Danto，1924—2013）　美国哲学家、美学家。早年就读于韦恩大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6年成为该校哲学教授并任约翰逊教席教授直到荣休。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美国美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杂志》编委会主席。从1984年到1999年，成为《国家》（Nation）杂志特约艺术评论员。1964年提出“艺术世界”（artworld）一词并定义为艺术作品产生的文化和历史语境。1984年提出了“艺术的终结”说。1997年提出“艺术终结之后”说，认为现代艺术将回归身体和自然。著有《普通物品的转化》、《艺术的终结》（1984）、《艺术终结之后》（1997）、《美的滥用》（2003）、《艺术是什么》等。


马戈利斯
 （Joseph Margolis，1924—）　美国哲学家、美学家。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任教。现任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其理论具有鲜明的折中主义倾向。试图调和方法论解释学美学与本体论解释学美学。认为，对于艺术文本的理解，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描述的层次，另一是解释的层次。欣赏者对于作品的描述与解释有着重要区别。“描述”是对一种既定的、众所周知的和相对明确的对象的检验，描述者对所描述的对象不投入自己的观点；描述之间的不同将被对对象的进一步检验所调和。解释则不同，解释是一种艺术鉴赏力，一种艺术操作，一种从特点既定的对象到其特点不定的对象的转移，这种转移以解释者自己观点的输入以及以该作品对所有可能的解释的开放性为基础。在描述的层次上，理解者所面对的艺术文本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对象，它不受理解者任何主体条件的干扰。在理解层次上，欣赏者主体条件对艺术文本的理解具有影响，作品对所有解释具有开放性。认为合理性可以与真理性相容，从而使解释具有了开放性和多样性，每个欣赏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欣赏对艺术文本作出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基于以上的文本理解，他对艺术作品的本体论特性作了重新考察，认为艺术作品既依存于物理对象，又超出物理对象，它包含着艺术家的审美构思，也包含着欣赏者的解释。主要著作有《艺术品的认同体》（1959）、《解释的逻辑》（1962）、《对艺术品的描述和解释》（1961）、《文学作品是什么？》（1984）等。


迪基
 （George Dickie，1926—）　美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分析美学代表之一。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50年代起从事美学教学与研究，开始信奉审美态度理论，后转向分析美学，但不同意肯尼克等人的艺术不可界定的取消主义观点，于60年代后半期提出独创的“习俗论”（institutional theory），其要点为：（1）艺术和美是“开放性概念”，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增添新的种类与涵义，但并非不可界定。艺术作为“总概念”，与非艺术是有区别的，可以界定；而艺术下属的部门、类别、品种等各层“亚概念”则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变动。（2）艺术的本质在于习俗，即约定俗成。任何一个人工制品，如果在一个特定时代为多数人共同承认，并被授予“艺术品”的地位，它就是艺术。如达达主义的作品《喷泉》，原是一个普通的小便池，被放入博物馆，为时人所认同，便成了雕塑艺术品。（3）艺术家创作活动基于一个“习俗框架”或“背景”，即“艺术世界”，这不是指某个团体，而是包括艺术家、呈现者、公众及一些辅助人员在内的文化群体所起的作用，并以艺术家与公众的作用为核心。（4）艺术是一定时代人们的习俗所规定的，习俗是历史地变动的，随着习俗的发展，艺术的范围也会变化、扩大。由此找到了一条调和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折中道路。“习俗论”提出后在美国和国际美学界发生广泛影响，引起热烈讨论。在争论中，迪基坚持并充实了自己的观点。主要著作有《美学导论》（1971）、《艺术和美学》（1974）、《艺术界》（1984）等。


霍兰德
 （Norman Holland，1927—）　美国美学家，后现代精神分析学代表。1947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电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入哈佛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又为哈佛大学英语系研究生。1955年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1956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巴黎第八大学等校。1983年被聘为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至今。1989年曾访问过中国。一生致力于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和美学。认为S．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人文学科找到了一个普遍的潜意识基础。他把精神分析学分为“前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三个阶段，认为后现代已经义无返顾地转向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后精神分析是一门解释学科，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基础，是解释本身的艺术。认为本体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即把一个人理解为一个主题及诸多变体”，“理解为人格的同一与辩证统一。”它蕴含三层基本意思：我们在适应或赞成第一位哺育我们的人时所获得的风格；这一风格是所有未来成长的母体，即是个人一切日后体验的本体之最内层的核心；维持原本体需要是人的最深刻的动机。这一理论推翻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消除了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对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所作的那种二元对立的理解。美学上，提出文学反应动力学模型和读者反应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文学是核心幻想的转化，作家的幻想唤醒了潜伏在读者记忆里的最初的那些强烈的幻想与快感，再次创造了一个处在哺乳期中尚未分化的自我，读者吸收并陶醉于文学体验，明知其假而宁信其真。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种快感，还包含更高层次的审美情感。文学的意蕴就是作品中的无意识的幻想的转化或升华，或向下朝我们心理生活的黑暗、隐晦、原始、肉体的部分发展，或向上朝着社会、理性、道德和宗教的意义展开。认为文本自身没有任何意义，意义只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读者和艺术家共同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读者将意义投射进作品，意义源于原始本体。提出“个性主题”的概念，认为原始本体在婴儿期一旦形成是不变的，而个性主题则会随经验增加而不断变化。读者在内化文本符号的过程中，必须通过重新创造作者的核心幻想，将自己的个性与作者的个性结合起来，才能使文本和自我在创造性阐释中得到新生。主要著作有《精神分析与莎士比亚》（1966）、《文学反应动力学》、《诗歌在于个人》、《五个读者的阅读》（1975）、《笑》（1982）、《批评的我》（1991）等。


米勒，H.
 （Hillis Miller，1928—）　美国当代批评家、美学家。后结构主义美学和耶鲁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1984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86年当选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席。早年受新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现象学等流派影响，后在德里达的影响下，转向解构主义批评。在美学上，主张文本“意义”无法确定，确定意义就是以专制的方式限制文本的生命。认为批评家可以进入作品当主人，变化、断裂、时间比固定、延缓、空间更重要。把德·曼提出的“一切语言都是隐喻，都具有修辞性，无所谓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分别”的观点与德里达关于符号差异本质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修辞手法并不是从语言的正规用法引申或者翻译过来的，一切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修辞性的，语言按本义的即指称性的用法，只是忘记语言隐喻的根之后产生的幻想。语言符号既是符号，就一定有替代品，在本质上是任意和虚构的，没有任何语言有严格指实的意义。哲学和科学的语言貌似严格，实际上同样是修辞性的隐喻，而文学承认自己的虚构，文学语言总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文学最能明白地揭示语言的修辞性和含蓄性。米勒的观点是耶鲁批评派中最接近德里达的。主要著作有《上帝的消失》（1966）、《斯蒂文斯的岩石和文学批评疗法》（1976）、《阿里阿德涅之线：重复和叙述路线》（1976）、《小说与重复》（1982）等。


赫什
 （Eric Donald Hirsch，1928—）　美国文论家、解释学家。当代西方解释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赫什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批评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论点，提出“意向”论的解释学主张。认为解释的有效性取决于解释的客观标准，这标准即作者通过其作品文字意义所意向表达的意义。作者意向的意义是由作者意愿所规定的，以诉诸于确定的文字语言而获得稳定不变的特性。是否达到作者意向的意义，是衡量解释是否正确有效的标准。提出：（1）要区分“文本的意义”与人们（包括作者）对文本的不同反应。前者是文本原来的“意义”，后者是作品对人们的“意味”；前者是作者的原有意向借助于稳定的语言符号的表达，后者则是作品与人们的一种反应、感受关系；前者是稳定不变的，后者是可变的。解释的目标是“文本的意义”或作者原有的意向。（2）批评新批评派与结构主义的“语义学自主”论。认为这是把作者的意向与文本意义人为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取消了有效的批评与解释。（3）强调解释者有可能达到对作者的意义的理解。文学文本是语言的文本，语言的可交流性和文化习俗性使解释者与作者的意向沟通起来，使解释有可能接近或部分接近作者的原来意义，从而获得解释的有效性。赫什的观点被有些西方美学家认为是“保守的”，是向狄尔泰和施莱尔马赫的回归。但它在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对突破新批评派模式的文学批评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主要著作有《解释的有效性》（1967）、《解释的目标》（1976）等。


哈特曼，G.
 （Geoffrey Hartman，1929—）　美国批评家、美学家。后结构主义美学和耶鲁学派的代表之一。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年轻时逃离德国赴美定居。曾是诗人，后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致力于耶鲁大学犹太文化研究，并研究希伯来《圣经》。美学上曾信奉现象学派，后转到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反对传统批评家关于作品文本只有一个基本事实的看法，主张各种流派不应坚持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而窒息作品，一部作品有时需要几代人去理解。力图改进过去人们对作品的原有理解，同时主张把某些问题传递下去，使人们意识到作品的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在代代相传的理解中被建构起来的东西。反对人们对德里达耍小聪明、造作、自我意识太强的指责，认为这是因为解构主义批评家要发出信号，表示不愿受语言系统的特殊形式的控制而养成坏习惯。肯定德里达在批评史上写下了令人着迷的一章。认为严肃认真的评论必定会采取创造性的形式，批评只是冰山的顶点，是评论的可见部分。主要著作有《解构与批评》（1979）、《荒野中的批评》（1980）等。


布鲁姆
 （Harold Bloom，1930—）　美国文论家、批评家和美学家。后结构主义和耶鲁学派主要成员之一。犹太人。先后求学于康乃尔、耶鲁、剑桥等大学。长期任耶鲁大学教授，并曾为希柏来、康乃尔大学客座教授。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解构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和风格深受德里达影响，与耶鲁学派其他成员在许多方面相一致，故被公认为“耶鲁四人帮”之一。50、60年代受加拿大的N．弗莱神话原型理论影响，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了分析，对瓦解新批评的权威起了重要作用。70年代后，吸收解构主义观点，并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思想结合起来，建构起“影响的焦虑”的独特批评理论。认为处在文学传统强大压抑下的每一诗人都遇到既要同前辈对抗、用自己的独创性超越前辈，又在实际上摆脱不了前辈影响的两难困境，从而形成“影响的焦虑”的复杂心态。认为文学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前辈对后辈的规范或后辈对前辈的模仿，它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原）文本，而只存在文本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取决于后辈对前辈的误读和误解。任何影响都是一种误读的批评。一部文学史即文本间的关系史，即父辈与后辈的交战史，亦即压抑和以误读方式逃避压抑的相互作用史。认为批评是一种诗的规则的再生，是修辞方法或表达的不断置换的过程。肯定解构主义批评的价值是“先进的批评意识”，但也指出解构主义的不是，要求它完成一次飞跃，即从一切解释是一个比喻网的认识，飞跃到可用某种方法为现代想象辟出一个活跃空间的认识。认为耶鲁派的缺点在于不了解在继承传统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对抗，单纯强调文本的交织关系，无法表达作者与作者之间复杂的竞争关系。其美学思想对后结构主义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主要著作有《幻想的诗人们》（1961）、《布莱克的启示录》（1963）、《影响的焦虑》（1973）、《误读图示》（1975）、《诗与压抑》（1976）等。


罗蒂
 （Richard McKay Rorty，1931—2007）　美国哲学家。195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母校、卫斯理女子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任教。1970年起任哲学教授，1979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早年主要研究历史和形而上学，60年代兴趣转向分析哲学，接受后期维特根斯坦、W．塞拉斯、奎因的影响，把分析哲学的兴起看作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转向。70年代后，对分析哲学从怀疑、不满发展到反感。从反笛卡儿主义、反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把心灵看成一面通过各种各样的表象反映出心灵之外的事物的镜子，反对把哲学看作其他各个文化领域的基础。80年代，对分析哲学持更加严峻的批判态度，认为当前分析哲学家的形象已经不再是“科学的”哲学家，而是善于辩论的律师。不赞成分析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相互轻视的态度，主张双方联合起来，组成一种“后哲学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再把科学、诗歌和哲学严格区分开。主要著作有《语言学的转向》（1967）、《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实用主义的结论》（1982）等。


多伊奇
 （Eliot Deutscb，1931—）　美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比较哲学和美学代表人物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性的《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认为哲学是训练有素的、严密的、反省的认识，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精神解放和意志自由。致力于对东西方哲学进行广泛比较，深入探讨当代世界哲学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如人与自然、必然与自由、科学与艺术的意义、真理、宗教等等。主张从文学艺术问题入手研究哲学，认为哲学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本质上更倾向于艺术；哲学虽不是诗，但哲学家的精神和气质更接近艺术家。在比较美学方面做了一些带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对东西方美学，印度、日本、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作了多方面的尝试，并提出了比较美学方法论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观点，如主张从“文化—作家世界观”、“文化—作家审美偏爱”、“形式的内容”和“符号价值”等四个层次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比较批评的任务是通过比较达到对不同文化的深刻理解，也达到对艺术作品本质的审美存在的深刻理解等等。主要著作有《关于〈莎伽梵歌〉》（1968）、《不二论吠檀多》（1970）、《比较美学研究》（1975）、《个性、创造性与自由》（1982）等。


詹姆逊
 （Frederic Jameson，1934—）　一译“杰姆逊”。美国文论家、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并为杜克大学兼职教授，1985年曾来华讲学，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理论上博采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的观点，包括卢卡契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的调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结合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以期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使之能圆满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思想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倾向和知识构成：一方面通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念本身就无可怀疑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永存；同时又全面地接受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竭力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新成果结合起来，把符号学、广告研究、心理分析等与“商品拜物教”结合。吸收曼德尔（Ernest Mandel）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对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后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这个社会中个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产生了新的变化，历史的深度消失了，形象或者说类象替代了现实。针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非历史观点，提出历史是一个空间性与时间性开放的总体，是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总体关系结构。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历史化”，即把文化艺术文本和批评范畴放回到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和历史关联中去，复原其原初意义。“历史化”包括对象历史化和主体历史化两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把文学文本界定为政治无意识的象征行为，它凭借象征既掩盖又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提出文学研究的方法是一种“症状分析”，即透过文学文本的现象揭示其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根源和历史必然原因。提出以文本为圆心、以历史为终极视界的文学批评阐释理论，认为批评即阐释，即对文本意义的重构。批评的阐释受到批评主体的三重视界的制约，第一视界是根据一般的关联来确定个别的历史事件，第二视界是由阶级斗争构成的社会组成方式的视界，第三视界是作为总体的广阔历史视界。认为三个视界是批评阐释的不同阶段，每个视界都带来对文本的不同重构，并以不同方式解释文本的结构。这一阐释理论把批评从结构主义“内阐释”的封闭思路中解放出来，同历史相沟通，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力图在当代获得新的活力的一种努力，受到广泛的重视。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等。


杰姆逊
 　即“詹姆逊”。


赛义德
 （Edward W．Said，1935—2003）　美国美学家、批评家。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1963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东方主义”这一范畴。认为它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一种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双方在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二层含义指处于强势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东西方的关系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被制约、接受与施与的关系。认为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殖民者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他并从“他者”（东方）的视角来批判习来已久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美学上，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法国结构主义美学理论在美国的传播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认为文本自身受到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即使文本作为一种印出来的客体，大量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环境条件也会影响实际的文本。文本是一种“生产”，它的产生和维持依赖于多种力量的协调，而这种力量协调会消除修辞上对立的对称关系。任何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的文本概念都忽视了许多文本从中产生的自我肯定的权力意志，因此文本和世界之间或文本和言语之间的对立都不能成立。主要著作有《约瑟夫·康拉德和自传小说》（1966）、《东方文化论》（1978）、《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等。


格里芬
 （David Ray Griffin，1939—）　美国学者。美国克莱蒙特神学院和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宗教哲学教授。曾任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现任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哲学上以倡导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设性维度而著称，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认为后现代主义总体上是一种情感，其所崇尚的极端反基础主义拒斥了三种建设性概念，即知觉中的所与要素、观念与所指相符合的真理和任何一种特权的、普遍的信念，由此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问题。被誉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其思想对于后现代美学、文论的建构发展有着积极的裨益。主要著作有《超越解构》、《上帝、权力与罪恶》、《过程神学》（与小约翰·B·科布合著）、《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精神》等。


卡勒
 （Jonathan Culler，1944—）　美国文学理论家，在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论、女性主义以及比较文学等多个方面都有创见。特别是对结构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他将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引入美国本土，在促发其本土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国学术资源，并根据美国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文化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诗学主张，《结构主义诗学》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代表作品。随着结构主义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卡勒转而将注意力置于解构主义，代表性成果是《论解构》。该书把德里达和美国耶鲁学派代表人物的解构思想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并对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变异做了周密的考证，论述了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的积极作用和实际影响，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想与英美批评传统进行了沟通。此外，在文化研究大潮中，他积极介入各种理论话语，发现其中的文学性成分并重新审视文学的根本问题，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作是1997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一书。其思想基点是对文本和文学符号意义的关注，对文学意义产生和接受机制的追踪。


布洛克
 （Gene Blocker）　美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分析美学的代表之一。1960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6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希拉·莱昂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俄亥俄大学任哲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1984年去非洲考察并任教，1984年至今在俄亥俄大学任哲学教授。1988年曾应邀来华在复旦大学任客座教授。哲学上受维特根斯坦和肯尼克等人的影响，奉行分析哲学，强调“通过概念的分析来了解世界”。美学上主张集中研究与艺术和审美判断有关的语言和意义问题。认为哲学不应致力于描述世界本身，而应分析人们对世界分门别类时使用的语言、概念和方式，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应集中研讨艺术批评家、艺术教育家等思考和谈论艺术的方式，澄清有关艺术的种种关键性概念，如模仿、表现、形式、内容、直觉、意图、艺术品等的基本含义。认为这种对概念的分析，归根到底就是对人们所理解的世界的分析，对有关艺术的种种概念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特定时代人们对艺术的特殊理解的把握。遵循分析美学反对在各门艺术之间寻找共同本质的思路，系统地检查了历史上种种有关艺术的定义，批判了它们的片面、狭窄、凝固、模糊和简单化，重申艺术概念的开放性，指出艺术概念的变化表现出人们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观念的变化，认为现代艺术是在现代人对自己和自己生活方式的不断思考和争论中发展起来的。集中批判了艺术“自律论”（形式主义）和“他律论”（模仿说、因果表现说），认为艺术既非完全他律的，又非完全自律的；艺术是艺术家排除功利性，按照一种审美态度、从某一独特的角度观察事物和人类情感时，对它们作出的特殊解释；艺术品构成要素有再现或表现的“他律”意义，但这些要素以独特的审美方式组合起来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律”功能的内质。主要著作有《无意义的意义》（1974）、《哲学导论》（1974）、《谬论的形而上学》（1979）、《艺术哲学》（1979）、《伦理学》（1986）、《原始艺术美学》（1990）等。

印度


跋娑
 （Bhāsa，约2—3世纪）　古印度戏剧家。其作品长期失传，他的13部剧作约于1909年至1912年被发现和校刊。由于这些剧本没有作者名字，因此究竟是否跋娑所作，尚有争论。按一般校刊者的论证，暂定为跋娑的作品，被称为跋娑十三剧。作品分别取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黑天传说、优填王传说及其他民间传说。跋娑的剧作语言通俗，多用简短格言，情节富于冲突，场景描写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心理描写细致入微，是古典梵语戏剧的早期成就代表。


首陀罗迦
 （Sudraka，约2—3世纪）　古印度戏剧家。从其剧本《小泥车》大约是公元3世纪的作品判断，作者可能生活在那个时代。从“首陀罗迦”字面看，与“首陀罗”有关，暗示作者出身低微。10幕剧《小泥车》代表了首陀罗迦的艺术成就。该剧讲述名妓春军爱上了穷婆罗门商人善施，国舅想以权势霸占春军，春军几经周折，最终与善施结成姻缘。该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戏剧冲突紧张激烈，语言朴素而机智，又充满诗情画意。作品不是一部单纯的恋爱故事，而是一部反映城市贫民与贵族、暴君作斗争的社会剧。独幕讽刺剧《莲花礼物》和多幕剧《琶琶和仙赐》（现存前8幕），也被认为是他的作品。


迦梨陀娑
 （Kālidāsa）　印度古代剧作家、诗人。约生活于公元3—5世纪笈多王朝时期。流传的诗篇有《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云使》和短歌集《时令之环》；剧作有《摩罗维迦和火友王》、《优哩婆湿》和《沙恭达罗》等。其剧作反映宫廷贵族生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语言生动，富于民族特色。抒情长诗《云使》和剧本《沙恭达罗》是其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其中《云使》是印度文学史上第一部抒情长诗，被誉为印度梵语诗歌的“六大名诗”之一；戏剧《沙恭达罗》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是梵文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新护
 （Abhinavagupta，约10—11世纪）　音译“阿毗那婆笈多”。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家。代表作《韵光注》和《舞论注》名义上是为《韵光》、《舞论》作注，但包含了新护独立的见解，其影响比原著还大。尤其是《韵光注》，对印度后来的文艺理论影响很大。新护发挥《韵光》中“韵”的理论，把“意在言外”的“韵”当作诗的主体，认为“韵”主要表示感情的暗示意义，使读者直接获得一种美的感受。后他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戏剧及其他艺术如音乐、舞蹈，写了《舞论注》。其文艺理论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意味。

日本


世阿弥
 （1363—1443）　日本室町时代初期的能乐剧作家、戏剧理论家、表演艺术家和作曲家。原名结崎元清，幼名鬼夜叉，成年后称“观世三郎元清”。40岁后艺名为“世阿弥”，意为世阿弥陀佛。在其父的影响和熏陶下，受到能乐艺术的严格训练。6岁初登舞台，出色的表演天赋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22岁时继承“观世大夫”的名号，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为迎合上层社会的趣味和爱好，把单纯模仿声音与动作，从写实出发的能乐，改造得更富于象征性，以引导观众向往“幽玄”的世界。曾为足利义满的“太夫”（御用演员），能乐遂上升为幕府的“式乐”（御用戏剧）。后受冷落。1415年后脱离舞台，专心从事演剧理论的著述。在能乐艺术上，继承其父的艺术成就，在以模仿表演为特点的大和猿乐的基础上，吸收了近江猿乐的歌舞成分，并广泛地汲取了地方民歌、古代宫廷雅乐及和汉诗文，集各流派演技之大成，创造了观世流的独特风格。重视剧作在演剧艺术中的作用，提出“种、作、书”三道，即题材、结构、语言不可缺一的编剧理论，确定了“序、破、急”五段结构的基本原则。他的能剧理论主要围绕“花”和“幽玄”这两个概念展开。花指很高的艺术境界，也指演出效果，包括“幽玄”、“风趣”、“新鲜感”三个要素。“幽玄”是以宫廷贵族的优雅风度为表，以武士、僧禅的朴素、刚健气质为里来塑造人物形象，也指全剧风格的幽深玄妙。他的表演理论接触到表演心理学的一些重要课题，“心动十分，身动七分”，“妙趣富于无动作之中”等论断对后世有极大影响。其编写的能剧脚本（谣曲），相传在百种以上。代表作有《高砂》、《实盛》、《志松》、《忠度》、《井筒》等。关于能剧的理论著作主要有《花传书》、《至花道》、《能作书》等。


心敬
 （1406—1475）　日本连歌作者、歌人。初名心惠。曾师从正彻（1380—1458），受其熏陶至深。因曾罹病数年，使其备感人生无常。在阐述歌学理论时，常运用佛学理论，强调以天台宗的心地修行之法为歌学求道之缘，并率先把同时代优秀歌人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歌学意识挖掘、整理出来，从而将中世的歌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立论的基本点是将和歌、连歌与佛学视为一体，深化了歌学的理性思考，将幽玄体视为最佳歌体，但他主张的幽玄，以“冷艳”美为基调，以余情表现为根底。代表作有《私语》、《老年絮语》。


松尾芭蕉
 （1644—1694）　日本江户时代前期俳谐师，是日本俳谐史上最著名的俳人，世称俳圣。本名松尾宗房，通称忠右卫门，俳号芭蕉庵桃青，号泊船堂、钓月轩。生于伊贺国上野赤坂町，下级武士出身。师从北村季吟，学习贞门俳谐和古典文学。1680年在深川设立泊船堂，称为芭蕉庵，俳号芭蕉。此后芭蕉以专业俳谐师立足于世。1683年完成第一部俳句集《冬日》，奠定了“芭蕉风格”的基础。在贞门、谈林两派成就的基础上把俳谐发展为具有高度艺术性和鲜明个性的庶民诗，将一般轻松诙谐的喜剧诗句提升为正式形式的诗体——俳句，并在诗作中灌输了禅的意境。其作品被日本近代文学家推崇为俳谐的典范。著有《书籍小文》、《更级纪行》、《奥州小道》、《旷野》、《猿蓑》、《炭包》、《续猿蓑》等。


西周
 （1829—1897）　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1862年受江户幕府之命，到荷兰莱顿大学留学。1865年回国后任开成所教授。1870年在京都创设私塾“育英社”，介绍欧洲学术思想。是日本第一位将德语“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的人，也是美学、艺术、理性、科学等相关的西方语词的翻译、命名者。1866—1867年间为德川庆喜所作的御前讲座《百一新论》中最早引进使用“美学”一词。尽管在此文中以“善美学”（ェステチーキ
 ；Ästhetik）形式出现，但从其日语与西文发音的对应来看，“善美学”指向的就是德文的“Ästhetik”。后又用“佳趣论”、“美妙学”等语词来解释“Ästhetik”一词。认为美学是哲学的一种，可以承担教育与娱乐的功能。在《美妙学说》中认为：“美妙学（エツセチクス
 ）是哲学的一种，与所谓美术（ハイソァート
 ）有着共通的原理。”他依据哲学的逻辑思辨定义“美妙学”，区分“美妙学”与道德、法律、宗教的差别，认为“美妙学”主要是以美术为对象，研究其美的一种学问。主要著作还有《百学连环》、《致知启蒙》等。


中江兆民
 （1847—1901）　日本明治时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本名笃介，号兆民。早年学汉学，后学英、法、荷等国语言。1871年留学法国，学哲学、史学、文学，崇奉卢梭。1874年回国，在东京设塾，宣传法国唯物主义和民主共和思想，从事自由民权运动。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译为汉文，名《民约译解》，对当时社会产生极大影响，有“东洋卢梭”之称。1883年出版翻译法国维龙的《美学》，命名为《维氏美学》，希望利用艺术论——美学为社会政治目的服务。主要美学观点认为：人类的真情爱意是小说的精髓；文学的妙处在于看穿社会的极致，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真实性，而且应当表现人类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念。艺术应体现真善美的统一，艺术应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终极的理想目标。曾指导过一种叫“壮士芝居”的现代文明戏，以艺术的形式宣传自由民权思想。这是“日本式话剧”的前身，可视为其以美学思想指导艺术创造的实现。主要著作还有《理学钩玄》、《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等。


坪内逍遥
 （1859—1935）　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原名雄藏，别号春迺舍胧、小羊子等。东京大学毕业。曾任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教授，并创刊《早稻田文学》。1885年发表文艺论著《小说神髓》，主张文艺的非功利性，认为小说是“美术”，“美术（文学）的目的不外是愉悦心目”。因为“原本美术并非实用之技，所以应该把娱乐人心，把最高的技艺表达到完美之境地作为其目的”。强调学习西洋近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写实主义，提出写世态、人情乃是小说的创作目的。认为“小说的主脑是‘人情’，世态、风俗次之”。提出新文学应以反映心理活动为主，希望依靠心理学来弥补以往诙谐文学和政治文学的缺陷。批评日本诗歌无法表现复杂的情感（情欲），认为日本短歌在表现人情方面难以与西洋诗坛并列。主张文学不需要理想，文学的目的在于审美，文学批评要运用客观的方法进行衡量。另有长篇小说《当世书生气质》。后期致力于戏剧工作和莎士比亚研究。著有音乐舞蹈剧《浦岛新曲》和历史剧多种，并译有《莎士比亚全集》。


冈仓天心
 （1863—1913）　日本美学家、美术教育家、评论家。曾更名觉三，中年后以天心为号。1880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进入文部省工作，致力于推进日本美术的复兴运动。1884年促成文部省设置图画教育调查会，翌年文部省设置图画调查处出任处长。1886年受文部省派遣赴欧美考察美术馆设置与美术教育。回国后博采各国之长，力排众议，通过迂回不懈的努力，促使政府通过建立东京美术学校的议案。在美术教育方面，既反对彻底复古，也反对脱亚入欧，认为日本美术“必须在吸取西洋艺术的基础上重建国民艺术”，鼓励开创美术界的“第三地带”。1890年出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亲自编写最早的《日本美术史》（讲义），梳理了日本美术的发展历史，归结了日本美术的特点：（1）美术在精神敏锐而观念先立时必兴，专求形体时必衰；（2）美术近体系则进化，远体系则衰亡；（3）美术代表时代精神，贵在反映当时思想的力量；（4）日本美术富于变动；（5）日本美术富于适应能力；（6）日本美术由佛教哲理倾向唯心论，承认离开写生在实物之外有美存在；（7）日本美术是优美的。1891年创建“日本青年绘画协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将复兴日本美术运动由学校引向社会，积极开拓日本美术发展前进新路，强调“首先巩固日本美术之历史基础，而后考虑吸收西洋美术之精华。”1898年创立日本美术院，领导新日本画运动，1904年担任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长，向西方人介绍日本及东方文化。在谈到东方寂寞的、美的意境时，指出：“在这种意境中，新生的灵魂仍然荡漾在过去的幽影似的梦中，沐浴在美妙无我这一柔和的灵光中，渴望着一望无际的彼岸的自由世界。”主要著作有《茶之书》、《东方的理想》等。


大村西崖
 （1868—1927）　日本美术家。本名盐泽峰吉，别号无记庵。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雕塑专业。曾任京都市立美术学校教师，明治35年回到母校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担任东洋美术史教授，曾讲授雕刻、西洋考古学、东洋美术史、美学、中国历史、东洋绘画史、东洋雕刻史等课程。1920年获帝国学士院奖。是日本第一代的美学译介者，在哈特曼的《审美纲领》译者序中指出：“审美虽固局一法宗，因须相应全理本迹，必双融彼此，自夷齐难哉。统摄包含使物无不罄，笼罗该括致事有所归。是以往哲诠量，众贤鼓吹，旁经委他，异部纷纶。白道尚隐，没铁无塔，无由辟精芝之胎藏，虽法尔备具，美学之金界未圆。……鸥外求法请益，讲敷显扬，斯土始全的传艺苑，忽得津梁。今以所诵出兹，审其证诠，采彼多言，述此纲领，简文正摄，深义少册，妙期总持。”此时的大村与哈特曼一样主张审美的“自然”，因而被戏称为“大村—哈特曼”。20世纪初，在日本西化和现代艺术潮流中，研究文人画，呼吁复兴文人画并身体力行地画文人画，批评冈仓天心的美术改革背离东方绘画的传统，指责新日本画的开拓者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的创新作品为“朦胧体”。最早全面、系统地运用近代观念和考古材料来研究中国美术，成为世界上最早在大学中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授，他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史·雕塑篇》、《文人画之复兴》，是20世纪初中国美术研究重要著作。认为立体造型艺术（plastic arts）有“消灭性的雕刻”和“捏成性的塑造”两种技法，主张兼容两者的“雕塑”。主要著作有《东洋美术大观》、《中国美术史》、《密教研究法》、《吴郡奇迹塑壁残影》、《文人画之复兴》等。


大塚保治
 （1868—1931）　日本美学家、现代日本美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原名小屋保治。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896年至1900年留学欧洲，足迹遍及德、法、英等国的主要大学及博物馆、艺术馆，考察了欧洲大学哲学与美学教育的状况、课程设置和艺术研究。1900年受聘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首任美学教授，为日本大学学院派美学艺术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25年被选为帝国学士院会员（院士）。主要集中于美学的课程设定和美学教学，培养了深田康算、阿部次郎、大西克礼、菅原教造、竹内敏雄等众多美学研究的优秀人才。1906年发表《论艺术起源之问题》，明确将艺术的概念由他之前所习惯使用的“美术”改为“艺术”，可视为“艺术”与“美术”术语在含义上的区分大体被固定下来的一个象征性标志。他的弟子大西克礼在他逝世后编辑出版了《美学及艺术论——大塚博士讲义集》（1933）、《文艺思潮论——大塚博士讲义集（二）》（1936）。第一卷的主要内容集中了大塚从1900年到退休执教三十年的讲义，有《美学概论》、《艺术论》、《建筑论》、《雕刻论》、《绘画论》等；第二卷的主要内容有《美学概论》——美的体验、美的直观、美的感动（大塚保治在大正10年美学立场的改变导致了后期美学讲义的重要改变与更新）、《艺术论》、《造型艺术论》等。


铃木大拙
 （1870—1966）　日本禅学家。本名铃木贞太郎，大拙是他的居士号。年轻时曾随今北洪川与释宗演两位禅师学禅。1897年留美。回国后历任学习院教授，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大谷大学教授，并开创“东方佛教协会”。曾三次参加世界东西哲学家大会，在美、英各大学讲授《禅与日本文化》等课程。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64年荣获泰戈尔奖。他凭借流利晓畅的英文功底及对禅佛学的透悟，极力向西方介绍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使欧美思想界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东方思想的精髓，对世界思想影响颇深。因此被称为“世界第一禅者”和“东方的圣人”。认为日本文化与禅的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主要著作还有《大乘佛教概论》、《禅论三卷》等。


深田康算
 （1878—1928）　日本美学家。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07—1910年前往德国、法国留学，1910年11月归国，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成为京都大学美学学科的开山教授。他对日本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同大塚先后在东京和京都建构了日本学院派美学教学的体系和制度，在学科创设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日本培养了重要的美学家，如中井正一、植田寿藏等。逝世后，中井正一编辑出版了《深田康算全集》（1—4卷，1931年）。其他论著还有《美的灵魂》、《关于艺术》、《罗丹》、《美育艺术的理论》等。


厨川白村
 （1880—1923）　日本文艺评论家、美学家。原名辰夫。1904年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1915年赴美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中遇难。深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认为人类生活的根本是生命力，文艺的根源是生命力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和懊恼。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是人的生命力的绝对自由的表现。艺术家将苦闷借助于自然和人生的感性具象表现出来，形成艺术作品。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认为艺术只有作为自由的个人创造，才能同时是“为人生的艺术”。他的审美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主张审美活动是一种观照，一方面需以真挚的态度去理解审美对象，另一方面还需将理解了的东西进一步体味。审美体验排除对于善恶、利害得失的考虑，使对象与欣赏者的生活内容融为一体。审美活动的基础是人生体验，欣赏者在欣赏中发现作者所表现的与自己内心相共鸣的东西。艺术作品之所以能被加以欣赏，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具有共通的生命内容的存在。提出欣赏过程可以具体分为四个阶段：理知的作用；感觉的作用；感觉的心象；情绪、思想、精神、心气等。认为只有在第四阶段，才能最终唤起欣赏者的共鸣。还认为文学根源于人民生活，艺术家是时代的先驱者，表现了时代精神的变迁，不能脱离社会和时代。艺术应当表现出个性，捕捉自然人生的姿态。认为一切文艺都是用广义的象征主义手法加以表现的，把创作方法分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是没有意义的。他在日本较早接受和传播西方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观点，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美学理论在日本美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主要著作有《近代文学十讲》、《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


植田寿藏
 （1886—1973）　日本美学家、美术史家。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1919年担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5年至1927年前往欧洲留学，归国后担任九州帝国大学教授，1930年继深田康算之后开始担任京都大学的美学讲座教授。1946年退休后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其美学思想以“表象性”为核心，注重人的感官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表象性是一切艺术的根源，即是艺术性”（《美之极致》）。提出视觉表象性、听觉表象性等概念，认为视觉性是绘画、雕刻、戏剧、电影等所有视觉的艺术的根源。听觉性是音乐及其他听觉的艺术的根源。“表象性”便是对包括视觉的表象性、听觉的表象性在内的各种特殊的表象性的总称。他坚守审美与艺术自律的价值，对于审美经验、艺术现象的丰富性、差异性、生动性、特殊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理论持审视的、批判的态度。对于理论与经验，他更相信经验的强大有力，而将理论置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之具备应有的柔软的弹性，随时准备依据审美与艺术经验的具体情况对自己的理论加以修正。其美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探索期，从1916年《哲学研究》创刊，参与刊物编辑并开始倾倒于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思想体系到1924年出版《艺术哲学》、次年出版《近代绘画史论》为止；（2）成熟期，从1927年留学回国到1946年退休，这一时期出版了他代表性美学著作《艺术史的课题》、《视觉构造》、《日本的美的精神》以及他为《岩波哲学讲座》（上、下，1932）所撰写的《美学》等；（3）深化发展期，从1946年退休到1973年逝世，专心从事美学美术史的研究与著述，这一时期的著作有《美之极致》、《美的批判》、《艺术的论理（逻辑）》、《绘画的论理（逻辑）》、《日本的美的论理（逻辑）》等，以及研究东西方美术史、绘画史的《佛教美术》、《米莱》、《绘画上的南欧与北欧》等。


九鬼周造
 （1888—1941）　日本哲学家、美学家，日本现代诗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1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21年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24年秋因仰慕柏格森而移入巴黎大学，此后数度往返于德法两国的大学，就学于李凯尔特、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柏格森等人。1927年起开始听取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课程。曾两度以法语演讲《东洋的时间观念与时间的反复》、《日本艺术中的“无限”之表现》，向西方介绍东方的美与艺术。1929年经由美国回到日本，次年4月任职于京都大学，此后一直生活在京都，从事美学艺术学的教学与研究。他是第一个将海德格尔的“实存”一词介绍到日本并固定其使用方法的哲学家。在具体分析“实存”（Existenz）的过程中，提出“偶然性”的课题，认为偶然性是人类存在的命运，也是人类存在的核心问题。“偶然是无概念的，是无关联的，是无法则、无秩序、无着落、无关心的。偶然是无目的、无意图、无因缘的。偶然是靠不住的。”但他不是只强调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他追求二者统一的世界。在论及偶然与艺术的关系时认为：艺术及其构造性格具有偶然性；艺术热衷于作为偶然对象的内容。艺术审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艺术情感的密度、强度、深度以及发展方向在个体创作过程中的放射性，生命的游戏之美的呈现，鉴赏与接受艺术品时所产生的“惊异”，都显现了艺术的偶然性。由此可见出其受海德格尔和西田几多郎的双重影响，以及所表现的日本人特有的审美格调。主要著作有《“审美意识”的结构》、《文艺论》、《文学理论》、《偶然性问题》、《生的构造》等。


大西克礼
 （1888—1959）　日本美学家。191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1922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2月受文部省派遣留学欧洲，回国后1929年起任东京大学教授。1946年当选帝国学士院会员。其美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913年至1937年，主要翻译与研究康德、新康德主义学派、现象学等德国美学，成果有《美意识起源论》、《美学原论》、《现代美学的问题》、《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研究》、《美意识论史》、《现象学派美学》等。后期从1937年至1959年，主要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成果有《美学》（上、下）。他通过日本与西方审美意识的对比，从“自然感的契机”与“艺术感的契机”中看到两者的差别：认为西方美学注重艺术感，东方美学注重自然感，相对于西方美学的婉美、悲壮、滑稽等范畴，东方美学则提倡哀、幽玄、寂。认为日本的审美意识更多地来源于老庄思想与佛教禅学。在《东洋的艺术精神》中，他从文化的层面展开考察，分析了“东洋艺术精神与美的文化”、“东洋艺术精神与浪漫主义”等问题，为世界了解东方美学，了解日本美学做出了贡献。他是日本现代美学由明治、大正时期向昭和前期以及由昭和前期向后期过渡、转型的重要中介，他对东方艺术精神的思考，代表着一种典型的研究范式，不仅对于东方美学、艺术精神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整个东方文化、东方精神、东方思维的研究，均具有分析、批判、借鉴、启发的意义。其《美学》一书从美学的研究方法、美的体验、美的范畴、艺术的本质等诸多方面阐述了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价值与意义，被公认为日本现代美学的代表性著作。主要著作还有《风雅论——“寂”的研究》、《自然感情的类型》、《幽玄与哀》、《浪漫主义的美学与艺术观》等。


柳宗悦
 （1889—1961）　日本哲学家、美学家。191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与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一道发起“白桦文学”运动，成为“白桦派”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因厌恶艺术“art”的语感，自造英文词“folk-craft”，创造了“民艺”（民众工艺）一词。次年与富本宪吉、河井宽次郎（1890—1966）、浜田庄司联名发表《日本民艺美术馆设立宗旨书》，倡导建立日本民艺美术馆，标志日本民艺运动的肇始。1936年在东京驹场建成日本民艺馆，并任首任馆长。还创办了《民艺》、《工艺》杂志，发表民艺美学探索的理论和学说。认为“不是美来源于少数作者，而是芸芸作者存在于美之中。下手物（杂器）是民艺。”“只有从民艺的世界中，才能寻求产生于自然的、健康的、朴素的灵动之美。我们有责任对美的本源进行保护并使之长存。”其美学思想以美的价值为基础、以探求美的奥妙为目标，认为民艺之美是按照宗教的原理来体现的，是由无名的工人在自然、传统和实用的支持下生产出来的，与佛教的思想相符；工艺之美则有着超越个性的普遍意义，也与不二法门的思路相重合。认为只有工艺之美才是亲切之美、温润之美。工艺之美是基于实用目的之下的“用具之美”，强调民艺“美与用”的关系。强调“欲将美之国度在现代实现的民艺运动，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场所，以显示信与美的深入结合的实在的世界，以吸引大众。”晚年益愈将民艺运动当作美的宗教运动来思考，认为美的器物也可以叫做“妙好品”，因为“妙好品”既体现了佛法的真谛，也可以诱导人们归于正信和正道，成为美的使者。主张“美的历史中材料丰富的东方理应拥有自己的美学”。“我们有建立东方美学的任务。”1957年获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功劳者”荣誉称号。


三木清
 （1897—1945）　日本哲学家。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继入该校研究生院。1922年起留学德、法两国。1926年回国，次年任法政大学教授。1930年以“资助共产党”罪名被日本当局拘捕，半年后获释，专事著述。1945年再次被捕，死于狱中。他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认为人是世界和历史的主体。早年研究历史哲学。留欧期间又受到存在主义影响。回国后开始研究唯物史观，提出“无产者基础经验”这一概念，认为它必然产生“无产者人学”即“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唯物史观就是建立在这种“无产者人学”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学与文化方面提出“文化的大众化”，认为：在20世纪“技术”发达的社会，世界的普遍性是技术。人学必须是“实践的人的人学”，或是“工作人的人学”。“技术”也是由多层次搭建的整体系统的“技术”——“与物质的生产的技术”、“统帅的技术”、“政治的技术”、“艺术的技术”、“逻辑的操作的技术”——建筑而构成。“精神文化也是技术”，“娱乐应该成为艺术，生活应该成为艺术。生活的技术应该就是生活的艺术”。有《三木清全集》（16卷）。


中井正一
 （1900—1952）　日本哲学家、美学家。出生于广岛县贺茂郡竹原町。1922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美学。1930年与同学一道创办《美·批评》杂志，该杂志以艺术美学研究为中心，同时介绍现象学、符号学、新康德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美学思潮。不久获创编纪录片《海之光》的机会，以此为契机，将研究视野转向了空间美学和电影美学，并写出了一系列论文。1949年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第一副馆长。关注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研究，同三木清、户坂润并称京都学派左派。认为旧美学是苍白的，我们应期待机械时代、集团时代的新美学的到来。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技术（Techene）和模仿（Mimesis），近代浪漫派提出天才和创作取代前两者，到现代王尔德则提出“艺术不是模仿自然，毋宁说，是自然本身在模仿艺术”。肯定这种美学观具有时代气息。认为美学必须关心机械的特点，在机械中看到美的时代特点，提出了机械美、功能美等概念。注意研究电影等现代技术所带来的观念、意识的新特点，即美的“物理的集团特性”和“社会的集团特性”。前者指机械中各要素作为全体的一部分才有存在的意义，如电影放映上的真空管、放映镜头、胶卷；后者指作为审美的人的审美情感，是社会集团性情趣的反映。指出：电影是一个集体的“瞳孔”，它的“蒙太奇”结构、艺术节奏作为机械制作的产物，是视觉艺术的整合，与绘画相比，能够给接受者以审美的震惊。他的这一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电影理论、电视和复制艺术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日本美学，主张摈弃日本传统的“多愁善感”，对江户时代国学家主张的“寂静”加以改造，以“清纯的生成”作为日本美学的基本原理，认为日本古建筑桂离宫的古朴就是那种清纯的美的代表之一。


岩崎昶
 （1903—1981）　日本电影评论家、理论家和制作人。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专业毕业，1929年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1968年和1974年先后出任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成员。曾自费购买摄影机拍摄纪录片《柏油马路》，以偷拍方式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东京普通市民的现实生活。他的战争纪录片善于捕捉平凡的事物，朴实而深刻地再现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1970年，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那尔教授一起，根据美国军方解密的影像资料剪辑了16分钟的纪录片《广岛和长崎：1945年8月》，片中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和增加的翔实解说令人震撼。曾因在影片中体现出强烈的反战观念多次被捕入狱。二战后，出任日本电影社制作部长，主持《日本新闻》的拍摄，完成《日本的悲剧》等纪录片的代表作。1950年，参与创立新星电影社，为独立制片运动及其作品发行提供阵地。这一时期的《原子弹下的日本》用一系列对比影像展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灵魂和肉体的巨大伤害，从具体的视觉形象深入到内心世界和精神空间。在电影理论和译介方面著述颇丰。论著《电影与资本主义》写于20世纪30年代，追述了从一战结束后日本有声电影的开始到固定电影院出现近15年的历史，考察了电影工业的起源以及对每个阶段电影内容的影响。《日本电影史》一书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日本电影：电影在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中的作用；电影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合力的一部分具有的功能；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的协作关系对电影内容和形式的影响。其他著作还有《电影的理论》、《现代电影艺术》、《现代电影》、《被占领的银幕》等，对日本电影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竹内敏雄
 （1905—1982）　日本美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师从大塚保治、大西克礼，是日本大学独立培养的第一位美学博士。1952年起任东京大学文学部美学美术史学科教授，1966年退休后任名誉教授。1970年当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他是日本战后复兴美学研究、承先启后的美学家。1950年在其发起、倡议和主持下成立了日本美学研究的学术团体日本美学会，他担任会长长达32年。美学会创办、出版了《美学》杂志，为日本美学的人才培养和当代学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在晚年历时十年撰写于1979年出版的《美学总论》充分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认为美与艺术“虽然相互在本质上有必然的联系但却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应将美学与艺术学加以区别。”美学“不是把美作为美本身来感受和体验而是对其作思维的考察的，它自身作为学问的规定和它的认识对象的本性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关系，所以，从一开始，美学就注定了它屡受挫折的命运。”重视美学研究的方法论，认为用美的本体论、现象学和价值论可以形成能够阐明美学中心问题的一般基础理论。认为，在美学方法上，可以分为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两种，即把美作为一种价值或理念，从哲学的立场上对它加以理性思考和把美的现象作为经验的事实，从科学的立场上进行实证的观察。这两种方法论上的对立原型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美的形而上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论之间的区别。指出：“从上个世纪末叶（19世纪）到本世纪（20世纪），扬弃这种‘自下而上的美学’，却没有向‘自上而下的美学’转变，而是在两者之间向着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方向发展，这是值得注意的划时代的事情。”认为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生命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美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著作有《文学学序说》、《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论》、《现代艺术美学》等。


见田石介
 （1906—1975）　日本哲学家、美学家。笔名甘粕石介。30年代与户坂润一道参与唯物论研究会的活动，战后著有《资本论的方法》（1963），提倡“基于分析的方法的辩证法”，给日本经济学和哲学带来了重大影响。晚年将授课讲义编辑为《黑格尔大逻辑学研究》（3卷，1979—1980），在日本黑格尔逻辑学研究方面产生了持续的、强有力的影响。他于1936年撰写《艺术论》，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的阶级性的观点以及对拉萨尔的批评，指出马克思在艺术美学方面对黑格尔的继承。立足于唯物主义的立场，考察艺术的发生、发展，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与艺术家的世界观、创作方法的关系；梳理了日本现代美学史；剖析了日本的自然主义艺术理论、人道主义美学以及阿部次郎、西田几多郎、深田康算、植田寿藏的美学思想，批判了存在的机械唯物论的艺术观和经院美学脱离现实的倾向。认为，日本现有的美学都移植于西方，现代日本的美学是同文学艺术的人道主义同时开始的。


山本正男
 （1912—2007）　日本美学家、美术史学家。193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进入大学院读研究生专攻美学、艺术史，1938年毕业，196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50年后先后担任横滨国立大学副教授、教授，东京艺术大学教授，1979年就任东京艺术大学校长，1986年创建冲绳艺术大学并担任校长，兼任长野县信浓美术馆馆长。1994年获得冲绳文化功劳勋章，2007年在冲绳艺术大学设立“山本正男奖”。是日本美学会创始人之一，1982年起继竹内敏雄连续15年担任美学会会长，终生从事美学、美术学教育与艺术批评，为日本的美学、美术学教育以及传统艺术的保存、整理殚精竭虑。特别注重审美教育与人格的关系，在《通往美术教育学之路》中详细论述了美与人格形成的关系，指出：从事美术活动是人格形成过程的活动之一，美术教育的作用在于：（1）是人们自我的发现，自我形成；（2）是人们的社会发现，社会形成；（3）是人们的世界发现，世界形成。提出“教养美学”的设想，强调在教育中要重视“美的教育，情感教育”，通过艺术的审美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艺术美学出发，研究美学理论与美学史、艺术家与美学（美术史）的关系，写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与评论。在《艺术史哲学》、《艺术史的类型问题》、《作为体系的美术史》等著作中，深入分析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阐释了艺术史研究的类型，试图超越西方美学体系中固有的艺术研究的理论框架，超越其自上而下的普遍的研究范式，从现代艺术研究进程中，注重形式的、精神的、个体的研究倾向特征。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分析美术史，认为美术史学之父是瑞士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从温克尔曼到缪勒对于美术史研究的分期与发展，是对于美术发展的重要研究贡献。他在研究中注意把握“时代的艺术史的潮流和美学思想的趋势的深层的内在联系”，以明治时期的日本美学为个案，着重研究西方美学在日本的移植，西方美学或艺术精神在明治时期的各个阶段与东方艺术精神交流以及最终被克服。他的《东西艺术精神的传统与交流》，集中展示了其研究特点。他强调美学的“人性”，认为艺术展示的是人的心情，美学的根本意识在于艺术的良心即美的理性的自我反省。晚年著有《通往生活美学之路》、《艺术美的类型》等。


渡边护
 （1915—2007）　日本美学家、音乐学家。193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美学科，之后前往奥地利、瑞士等国留学，专攻美学与音乐学，1942年维也纳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担任武藏野音乐大学、东京大学美学艺术学教授。1976年退休后曾任日本驻西德大使馆公使、科隆日本文化会馆馆长等职。1982年再返日本担任大阪音乐大学教授，1994年退职移居英国。多年从事美学艺术学与音乐艺术学的教育工作。其《艺术学》一书从艺术的命名、研究方法，艺术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艺术的分类，艺术的创作、表现，艺术的精神等诸多方面，阐释了艺术的存在形式和审美价值；从实证出发分析了游戏与艺术、祭祀与艺术的联系与差异，在东西方词源学意义上对艺术、游戏、祭祀等术语、范畴的变迁进行了翔实阐述。他将西方的音乐美学著作、音乐艺术家及音乐艺术作品翻译介绍到日本，也将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枕草子》等翻译介绍到西方（主要是德语语系），为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1978年获奥地利大十字勋章，1983年获德国功劳十字勋章。主要论著还有《艺术作品的存在》、《音乐美的构造》、《莫扎特的歌剧》、《理查德·瓦格纳的艺术》、《日本的过去与现在》（德语）等。主要译著有：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论》、乌·冯·拉尔夫哈伯特《交响乐世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家的联想》、安德鲁·法鲁德斯的《钢琴之路》、保罗·巴杜拉斯科达《莫扎特的演奏法与解释》等。


今道友信
 （1922—）　日本哲学家、美学家。出生于东京。194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以后，任法国巴黎大学、德国（西德）维尔茨堡大学讲师；后回国任九州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教授。曾担任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国际哲学美学比较研究中心所长。其美学成就主要表现在：（1）建构形而上学美学。“Calonologia”是今道友信依据希腊文的美、存在、理性、学问四个单词复合创造的术语，意为“以理性研究美的学问”，他试图以此命名美学学科以取代由鲍姆加登创造的、沿用至今的Aesthetik。他曾多次强调，他所建构的是一种超存在论的美学、形而上学的美学。认为：“美学在这里不是感性学——不是与法国人所说的esthètique不同的esthetique，也不是鲍姆加登等所说的作为感性学的Aesthetik。美学在这里是Calonologia、美的形而上学，它把艺术哲学作为自己的一部分。虽然这种艺术哲学包含作为补助学的艺术学，例如音乐学、文艺学、美术史学、建筑学等，但我们所说的美学，是最纯粹的，是Calonologia。”Calonologia的形而上学美学是理解其美学思想体系的锁钥。（2）美的相位说。关于美的相位，今道友信的基本观点是：“对于美来说，物的结构只是使美得以成立的一个条件；与意识一样，只是一个相对的条件。”“美的层次是双重超越了物的实在和物的意识两者的层次。它决不是单纯的平面，所以它至少有两个相位，即一个是在离心的意识动向中，由偶然趋向必然的动力性；另一个是在向心的意识动向中，由必然趋向自由的动力性这样两个相位。”今道友信借助“相位”概念来说明美的意识的特殊方位、状态与量相，他还认为美有各种类型，如自然美、技术美、人格美、艺术美等，这些不同的美都是由意识的状态或相位决定的，所以，不同的美，也可称为美的不同相位。美的相位说明显受到现象学“意向性”概念的影响，对于揭示美的意识的独特性以及审美体验的复杂性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3）东方美学与比较美学。在《东方美学》中，他阐述了中国与日本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轮廓，专章探讨了孔子、庄子的美学思想；此外还分别探讨了日本人的基本性格与艺术，日本人特有的审美意识，以及日本的歌论，松尾芭蕉、本居宣长的美学思想等日本美学课题。注重将自己的美学观念和体系贯穿于东方美学研究中，从重建人类思维和哲学的高度揭示东方美学的意义。他将东方的中国、日本美学与西方的希腊、罗马及近现代美学进行比较，着重于“美的概念乃至术语的语义学的比较研究”，并创造出一系列成果。（4）现代的美学与美学的将来。认为在技术关联极度缩小了过程的意义，使时间虚无化、意识虚无化、人类异化的状态下，艺术作为美的意识的凝聚，以时间性存在和人的意识的充实表现为特征，以人性复归为宗旨。“所谓将来的美学，就是在对于永恒的展望中，通过被提出或被回答的某个现在的课题在逻辑上予以透视的问题。”主要著作还有《美的相位与艺术》（1968）、《同一性的自我塑性》（1971）、《关于美》（1973）等。

其他国家


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后改名为Beneclictus Spinoza，1632—1677）　荷兰哲学家和美学家。早年在阿姆斯特丹受犹太教教育，1656年因反对正统信仰受到“开除教籍的最高处分”。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乡村，靠磨镜片维生，以全副精力研究科学和哲学。其美学思想同其哲学思想和伦理学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哲学上坚持从世界本身中说明世界，反对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主张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认为感性知识不可靠，强调理性直觉和推理。美学上，认为美的本质是事物使我们“满意”和“舒适”的一种属性。指出美、善等概念的产生，是由一切存在物的“有用”使人们“感到满意”。如果我们从由呈现于眼前的对象所引起的运动中感到舒适，那么引起这种运动的对象就是美的；引起相反的运动的对象，就是丑的。否认绝对美的存在，认为美与丑是相对的。美与其说是客体的一种性质，不如说是客体在观察者身上所产生的一种印象。“印象”是可随观察者的“性情”（temperamentum）以及观察距离远近的变化而变化的，许多本以为是美的东西，近看便发现是丑的。事物就其本身来看，既不是美的，也不是丑的。他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对近代西方美学思想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神学政治学》（1670）、《伦理学》（1675）、《知性改进论》（1659—1660）等。


霍斯廷斯基
 （Otakar Hostinski，1847—1910）　捷克音乐学家、音乐批评家。他对于音乐学有多方面的贡献，被称为捷克音乐学学科的奠基者。在音乐美学方面，其主要观点集中在《从形式美学立场看音乐美及音乐艺术作品总体》中。重视各类艺术自身的特殊性质，认为，每一种艺术都必须严格地捍卫它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具有个性的美永远是该艺术的最高目的。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上，认为音乐的内容不是情感的表现。但与其他形式论者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心境”的概念，并与情感作了区分，认为，情感中包含着明确的概念性内容，心境则是人的某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在鉴赏过程中，音乐可以唤起审美主体的某种心境，而不是情感，并强调，这种心境只是鉴赏者的主体体验，而不能说是乐音结构形式本身所表现或反映的内容。在关于歌剧的问题上，他既不同于瓦格纳将音乐仅仅看作表达戏剧的手段，也不赞同汉斯立克完全用器乐的观念去判断歌剧的做法，而主张音乐与戏剧都是在时间过程中呈现的艺术统一体，二者之间不存在目的与手段的区别，而是契合与和谐的关系。


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inck，1862—1949）　比利时剧作家、诗人。其创作与美学观点具有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早期与法国意象派诗人来往甚密，用法文创作剧本，内容取材于内心幻想，具有象征主义倾向，后转而描写人的灵魂探索与最神秘的真理即上帝相契合这一主题，转向神秘主义。美学上认为，存在着永恒的上帝和神秘的生活本源，艺术是人们与之接近的一种方式。诗人应着力于启示内在真理的言辞，表现某种生活场面，通过多个环节的联结，追溯生活的本源和它的神秘性，从而感受到应为我所知的存在、力量或上帝。鼓吹“静态的”艺术，认为在静态艺术中，人的心理活动被大量缩减，兴趣便能完全集中于面向宇宙的个人，面对生命的本身；当生命进入一系列宁静的倾间、冥想君临着我们的时候，人才能看见或听见远比情感规律更有力量、更可尊敬的规律，感受到更高的生活。其悲剧观注重探索过去悲剧理论所忽视的内心的悲剧性，认为深沉的心弦颤动比伟大的冒险事业更具悲剧性，更能引起人们内在真实自我的共鸣。认为悲剧因素应超出人与人、欲望与欲望之间的斗争，悲剧的主要兴趣在于言辞中，在于指导人们与自己的命运作奥秘的对话，以便接近真、善、美，倾听上帝的呼唤，悲剧应成为指引人们与上帝冥合的通道。他的神秘主义美学思想把文艺引向宗教的神秘之中，逃避现实、排斥理性，有着浓厚的宿命论的烙印。主要著作有《卑微者的财富》（1896）、《智慧与命运》、《死》等。


希尔恩
 （Yrjö Hirn，1870—？）　芬兰艺术评论家、美学家。社会学美学的代表之一。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对处于尚未开化状态中的一些民族的各种艺术和与艺术关系密切的巫术等现象进行分析，对艺术起源进行了新的考察和独特的解释。认为任何情绪的表现不但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每一种情绪状态都可外现到表面，唤起他人的同情，反过来又加强原来情感的强度，增加快乐感，情绪的表现由此从个人的变成社会的。这在艺术中体现得更为充分。艺术创作使表现与同情两者都更为完全，并赋予表现以持久的形式，它通过这一形式能在更多的人身上唤起同情的情绪。着重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原始艺术，探讨其起因，认为在原始艺术中，非审美的实用动机占压倒优势，记录、事件、传达信息、吸引异性、鼓舞士气、加强军纪、辟邪驱魔等等艺术之外的社会力量和功用动机对艺术有着重大作用。其社会学美学思想为现代美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主要著作有《艺术的起源》（1900）。


巴拉兹
 （Balázs Béla，1884—1949）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美学家。出身于犹太教师家庭。1902年移居布达佩斯，结识了后来成为匈牙利现代音乐领袖人物的贝拉·巴拉克。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给文艺杂志写文章。1919年因从事共产主义宣传而被迫流亡奥地利和德国，开始为维也纳《日报》撰写电影评论。二战期间流亡苏联，1933年至1945年在莫斯科电影学院教授电影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布达佩斯，创建电影研究所，同时在匈、捷、波等国大学任教。1949年获匈牙利最高荣誉“克苏特奖”。在美学研究方面，强调辩证发展的唯物主义美学观，认为美兼具主观和客观两种性质。在电影理论方面，1924年出版第一部电影理论论文集《可见的人》，为德国的电影语言理论奠定了基础，并影响了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被认为是论述默片美学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认为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对人自身的表现。对视觉能力发达的人类而言，面部表情比语言文字更能传达人的个性，电影借助特写镜头恢复了长期淹没在印刷文化中的面部表情。因此，特写镜头是电影艺术最本质的特性，它使电影与所有其他艺术特别是戏剧区分开来。在所有人类借以表达自己的要素中，电影的形象语言是唯一的去民族、去文化的世界共同语。借助电影，人们可以创造全世界统一的“手势学”。电影的诞生也创造出能够理解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新人。他对电影理论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电影的地位。主要著作还有《死亡美学》（1906）、《电影精神》（1930）、《电影美学》（1948）等。


卢卡奇
 （Lukács Gу
 örgу
 ，1885—1971）　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曾在布达佩斯大学学法律、经济学，后改学哲学。1906年在科罗茨瓦获法律博士学位。1908年因所著《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获克里斯蒂娜奖，1909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发表美学论文集《心灵与形式》（德文版），1912年尝试撰写《艺术哲学》因故未果。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是该党的第一批党员，从此投身工人运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活，1930年在莫斯科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工作。1933年起侨居苏联，期间撰写了大量政治、哲学、文艺理论批评和美学论文与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1945年回国，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教。自称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现代哲学的主要因素是辩证理性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文学理论上坚持现实主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并围绕此问题同布洛赫、布莱希特、本雅明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论战。美学上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有两大观点：（1）美学范畴与历史现实的现实问题，美学决不与整个历史过程相脱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2）美学体系本身是辩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美学领域的应用。前者是广义的美学问题，为美学奠定科学的基础，但还没有涉及美学自身的“内在辩证法”；后者是狭义的美学，它包含着模仿和创造、主观和客观、本质和现象、一般和个别等辩证关系。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在伟大的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把历史的认识和纯艺术的认识、历史的评价和美学的评价统一起来。认为艺术内在辩证关系的对立统一中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是典型。典型是现象与本质、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主张审美和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客观反映与主观创造并不矛盾，模仿和抽象都是对现实的反映形式；模仿是审美发生的根由，是艺术的基本事实，但模仿要通过中介，要经由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来反映。审美反映只有在对人的劳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人征服周围环境，以及通过劳动对人自身的改造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理解。艺术的最初形式是在巫术操演活动中产生的，它具有直接功利的目的，模仿现实生活和激发思想情感是形成审美的条件。认为艺术的审美反映可以在整体上正确反映而无须在个别现象上机械符合，这种反映形式即包含着与之有关的整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和知觉。肯定审美中的主观因素，认为审美以人为中心，艺术所表现的是与人相关的本质，是人的精神和它的外化。反对用庸俗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来歪曲和僵化文艺问题，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体性来阐述艺术理论的各种问题。他的一些观点，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等曾引起长期的争论。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表现主义的伟大和衰亡》（1933）、《问题在于现实主义》（1938）、《文学与民主》（1947）、《审美特性》（1963）等。


莫卡洛夫斯基
 （Jan [image: ]
 ，1891—1975）　捷克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美学学派的重要理论家。30年代初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中期开始持批判态度，转向结构主义。美学上认为，艺术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意义统一体，它的存在有赖于它的一切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每一个别的艺术品都是一个结构，其中，能指词和所指词是由一整套复杂的关系支配的，应当就符号本身来研究符号，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外界现实的反映。作品具有结构的统一性，必须把作品的各种成分看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的功能。艺术作品本身是一个复杂符号，一个调节艺术家与接受者的符号学事实。艺术作品的符号特点有两种功能：交流符号和自足结构。艺术作品是作为有内在结构的、与社会以及它的创造者和接受者有联系的符号而存在的。艺术作品可区分为材料和艺术形式两部分。作品所包含的观念、思想和感情是材料，它借以利用材料激发审美印象的方法是艺术形式。艺术形式主要是由变形（现实化）和组织（各种情节因素和描绘手法相互一致的变形系统性）这两种手法构成的。艺术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构成物，相互矛盾的标准的共存是非常普遍的。对文艺的社会学研究能使我们把握美学标准的多变性、多层次性与其固定不变的有效性之间的辩证的矛盾关系。文学与科学、政治、经济、宗教等系列都是社会现象领域的一部分，都有自己的自主发展，但又相互影响，它们是平等的。对作品的解释和评价随着更有普遍意义的指示背景的变化而变化。每一个文学事实都由结构的内部运动和外部影响的合力构成。反对形式主义取消文学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传统文学史只注意外部影响而否定文学的自主发展。还认为物质的艺术品与美学意义上的客体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具有形体的书、油画等等，后者则仅仅存在于人对这种物体的解释之中。审美对象是由那些对于某件人工制品有共同反应的集体成员的意识的主观形式所确定的。其观点一方面显示出调和形式主义与社会学的努力，另一方面标志着形式主义学派向现代结构主义美学的过渡，被称为结构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开路先锋”。其美学思想在德国有重大影响，是接受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主要著作有《作为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标准和价值》（1936）、《捷克诗论集》（1938）等。


豪塞尔
 （Arnold Hauser，1892—1978）　匈牙利社会学家、美学家。社会学美学的代表之一。早年曾在布达佩斯、柏林、巴黎等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和艺术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研究古典艺术和意大利艺术。1921年回柏林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1924—1938年移居维也纳，研究过戏剧和电影社会学。1938年去英国里德大学任教。1957年到美国，在马萨诸塞等大学任艺术史教授。1977年回匈牙利。对只从形而上学的哲学和从纯粹的艺术角度来研究艺术史不满，主张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多角度来研究艺术史。认为艺术处在历史进程的社会网络之中，艺术的存在不能没有社会环境和条件，艺术史的研究必须运用辩证法。艺术家的成就取决于个人天赋才能和所处的社会境况。还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分析艺术史的发展，在肯定精神分析学对揭示艺术创作中的心理活动以及艺术作品所隐含的深层心理的意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激烈抨击弗洛伊德将一切艺术当作替代性满足，又将替代性满足归于性欲的观点，认为艺术的整体性与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之间有着互动的辩证关系，艺术作为社会的产物与社会作为艺术的产物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艺术史作心理分析不能离开社会学原则。批评艺术具有超越历史、超越自然的永恒价值的观点。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对艺术消费、艺术传播中介和艺术市场等问题作了分析。肯定“风格”概念对艺术史发展的重要性，但认为艺术风格的演进，是社会从外部对风格内在逻辑刺激和影响的结果。其美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艺术的社会史》（1951）、《艺术史的哲学》（1958）、《风格主义》（1964）、《艺术社会学》（1974）等。


布莱
 （George Poulet，1902—1991）　一译“普莱”。比利时学者。日内瓦学派批评家。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后又在爱丁堡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尼斯大学任教。吸收了卢梭的浪漫主义传统和伏尔泰的历史主义，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罗庞蒂现象学基础上，提出了“意识的批评”。其代表作《批评意识》一书，是日内瓦学派的宣言式的作品。在该书中，他区分了文学作品的三类认识方式：（1）现象直观方式，在作品中有一种被称作精神的意识因素，它深深地融汇于客观形式中，同时，客观形式又在揭示并且吸收着它。（2）一种更高的层次：它抛弃了形式，意识通过超越反映模式而在其中显示意识自身。（3）类似于禅宗的直觉体认方式。认为书籍作为一个物质的客体，充盈着大量的精神和思想，使文字、油墨、纸张和符号等载体不再是客体之物，而是有意识、有心灵的存在，是一种“意向性对象”。受梅洛庞蒂的影响，强调批评不仅是阅读心灵，而且同等重要的是阅读身体，因为只有通过感性身体和理性精神的阅读批评，才会是丰满而客观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感性肉体的阅读”和“精神心灵的阅读”，主客体之间才会建立一种真正的相互联系的关系，作品的主体才能脱离周围一切而向我言说。阅读现象学的根本意义即作品总是通过自己不可言传和不可决定性来显露自己，同时主体在这种阅读中开拓并提升了自己的“主体性”。主要著作还有《人类时间研究》、《普鲁斯特的空间》、《心理距离》等。


普莱
 　即“布莱”。


弗莱，N
 （Northrop Fry，1912—1991）　亦译“弗拉亥”。加拿大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结构主义美学代表之一，原型批评的重要人物。1933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1940年获牛津墨顿学院硕士学位，后回多伦多大学任教。1948—1952年兼任《加拿大公论》杂志编委，先后获加拿大、英、美多所学院名誉院士称号。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作为科学的文学批评是系统的，它有一个中心模式，即原型，凭借这个原型可使文学批评系统化。认为原型在文学中是独立交际的单位，可以是意象、主题、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但必须是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它既有社会心理的根源，又与历史文化相联系，使文学形成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殊状态，体现文学传统的力量。文学原型应在批评中成为起统一作用的范畴，成为整个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批评对这些原型进行探求，实即成为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提出作品的意义是由它的结构形式决定的，但形式的作用和诗的结构必须依靠原型结构，文学批评确立中心原型，是理解形象的个别形式与普遍形式同一的关键。如喜剧中的原型就在于：人类世界是一个群体，由一个英雄代表读者所要实现的愿望，这便是圣餐、酒宴、秩序、友谊和爱情等形象的原型：而悲剧中的原型在于：人类世界是一种暴虐状态，由蔑视或背叛群众的英雄、孤独的人来表现。N.弗莱与荣格从心理根源和心理意象方面研究原型不同，他从文学符号形象以及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来探讨原型，更贴近文学领域。原型理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体现和丰富了结构主义美学思想，把文学的历史发展纳入了共时性原型结构复现的系统之中，提供了美学研究的新思路。从50年代起原型批评理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可怕的均衡》（1947）、《象征主义的三种意义》（1952）、《批评的解剖》（1957）、《同一的寓言》（1963）、《论文学、神话与社会》（1976）、《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1982）等。


拉兹洛
 （Ervin Laszlo，1932—）　当代系统哲学家、广义进化论和全球问题专家。生于匈牙利，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创立了系统哲学。1987年起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组织国际广义进化论研究小组，主编学术刊物《世界未来》。他在思想上致力于探索人类的目标和内在极限等问题，并对当代流行文化进行批判性考察。其美学思想是其系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开创性地从科学的角度考察了美学，认为尽管科学认识的基础在于理性经验，审美认识的基础在于情感经验，但这两种经验都是人类在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才独立地成为人类经验中的两大组成部分；艺术使人类的不可预测、不通用但是有重要意义的经验能够得以传承。认为审美概念并不是根据知识格式塔来解释我们生活的各种关系和结构的编码，它是一种人类的情感经验，这种经验“不允许我们根据具体的格式塔和抽象的科学符号对它们进行认识”。审美认识的价值就在于人类只要借助于感受性就能发现人类本身情感中的意义，从而使主体得到一种满足，而且这种意义不可能用人工语言或符号语言来表达，更不能用任何科学手段把它揭示出来。他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范式的理论应用于艺术领域，通过对比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认知模式，认为，艺术中的某种风格和科学中的某种范式在功能上相类似，它们都是能使意义变为经验并能整理对其能动的响应的概念组，而遵守某种风格的艺术家或艺术流派好比科学共同体。他把艺术“风格”和科学“范式”的特点几乎进行了一一对应的比较,运用类比的方法把科学认识和审美认识之间的相似性深刻地揭示出来。主要著作有《系统·结构·经验》、《系统哲学引论》、《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人类的内在极限》等。


艾尔雅维茨
 （Ales Erjavec，1951—）　斯洛文尼亚美学家。卢布尔亚那斯洛文尼亚文理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卢布尔亚那大学教授。曾任斯洛文尼亚美学学会主席（1984—1999），国际美学学会主席（1998—2000）。关注当代艺术和文化的“图像转向”（或“视觉转向”），在《图像时代》一书中，区分了“造型”与“话语”，以取代传统的对对象与词语的区分。他把视觉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野中考察，指出后现代文化的特点不只是视觉文化，而且是全球化和商品化。他认为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在推动国际美学的全球化及其后现代性的艺术转向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主要著作还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状况》、《全球化与美学》等。


 著作

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国家


《论法规》
 （On Canon）　古希腊雕刻家波里克勒特（Polykleitos，约公元前5世纪）著。公元前5世纪成书，现已失传。作者为毕达哥拉斯学派门徒，在该派思想影响下研究人体的数量比例，制定出事物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论述美在和谐与比例的思想。包括以下内容：揭示人在身体方面的一切比例对称；转述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音乐中数量关系的辩证原则，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是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记载了建筑、雕刻等艺术能产生美的效果的数量比例，如圆球形最美、长与宽成一定比例的长方形是最美的线形等，使之成为一些经验性的规范。全书着重探讨形式美问题，在古希腊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公元前2世纪拜占庭机械家斐罗曾将该书的观点当作格式写进自己的著作《机械学》中。同一时期的希腊著名医学家噶伦在《医书》中指出，人们都赞扬《论法规》，因为它定出事物各部分之间的精确的比例对称。


《论自然》
 （On Nature）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著。现仅存一些简短残篇。其中直接涉及美学的内容虽不多，但力求将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引入美学研究领域。主张美在和谐，和谐来自美的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残篇中还论及美的相对性、艺术模仿自然等内容。


《回忆录》
 （Reminiscences）　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前355）著。主要记录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卷三第八章记叙苏格拉底与弟子关于美在效用的对话，指出他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观点考察美学问题。认为美的本质与效用相联系，美必定是有用的，效用是衡量美的标准；美与善相统一，任何一件东西如果能很好地实现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反之则是恶的又是丑的。还记录了苏格拉底从效用观点提出美的相对性的言论。卷三第十章通过记叙苏格拉底与当时著名的画家、雕刻家的谈话，指出苏格拉底接受了古希腊流行的艺术模仿说，并进一步提出艺术不但模仿美的形象，而且模仿美的性格。谈话还涉及形象塑造和典型化问题，认为“美的形象”来自对现实生活中美的人物的模仿，它通过“选择”与“集中”分散在某些人身上的“最美的部分”而成，比活人“更真实、更生动”、“更逼真”，当观众欣赏这个形象时，便可以引起美感。《回忆录》是研究苏格拉底美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大希庇阿斯篇》
 （Hippias Major）　副标题为《论美》。古希腊柏拉图著，一说为柏拉图门徒作。为与谈恶起于无知的《小希庇阿斯篇》区别，故名。全篇集中探讨美的本质问题，以诡辩学者希庇阿斯与苏格拉底对话形式展开。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提出“美本身”的概念，认为应严格区别“美本身”与具体的美的事物、“美本身”与美的具体特质，“美本身”不是美的小姐，美的汤罐，美的竖琴，不同于“有用”、“有益”、“快感”、“恰当”等。提出“美本身”是“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一件事物分享了美本身才具有了美。但文中对“美本身”到底是什么未能提出具体、确切的答案，全文以“美是难的”作结。文中还涉及到美与善的关系，反复指出“美不就是善，善也不就是美”，“美是善的原因”。该篇对话是柏拉图早年思想尚未成熟之作，虽然对美的本质仍是“茫然无知”，但它作为西方第一篇集中论美的著作，是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此后许多重要美学思潮均源于此。


《会饮篇》
 （Symposium）　古希腊柏拉图著。作于公元前385年至前380年左右。以对话体写成，主要内容为论美和哲学修养。“会饮”是古希腊的一种庆祝礼节，在酬神仪式后开始饮酒，通常有乐伎助兴。这次会饮以讨论哲学问题代替寻常娱乐节目。文中探讨一种统摄一切美的事物的最高的美。认为它不只是艺术作品的美，而且存在于智慧中、德行中和社会典章文物制度之中。达到这种美便处于爱情的极境、哲学的极境。指出美的认识过程：爱个别形体的美；得出形体美的概念；爱心灵方面的道德美、学问知识美，即真的美；爱涵盖一切的绝对美，即彻悟美的本体。认为真善美合一是最高理念。对美本身作了进一步的描绘，指出“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全文思想丰富深刻，文笔生动精妙。


《理想国》
 （Republic）　一译《国家篇》或《共和国》。古希腊柏拉图著。成书于公元前380年左右。共十卷。柏拉图的重要代表作。集中论述有关伦理、国家起源和“理想国家”的学说，涉及哲学、政治、道德、教育、文艺等问题。认为国家除奴隶外应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统治者，有智慧之德，掌管国家；一是护卫者，有勇武之德，护卫城邦；一是供养者，有节制之德，从事生产。这三个等级形成一个合理的、谐和的有机整体，各安其位、各从其事，使国家达到正义，这样的国家便是理想国。理想国应由哲学家担任统治者。“哲学王”的观点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支柱。该书的美学思想主要有：（1）提出音乐和文学是教育的起点。认为音乐由歌词、乐调和节奏三部分组成，音乐的歌词即是文学，乐调和节奏应服从歌词，即音乐应服从文学。为防止青年在丑恶事物的影响中成长，主张检查文学的内容。认为荷马和悲剧诗人把神和英雄描绘如平常人，互相争吵、说谎欺骗、奸淫掳掠，不能教育青年人学会真诚、勇敢、镇静、有节制等美德。同时还主张检查文学的形式。认为文艺的模仿方式有三种：直接叙述，如悲剧、喜剧；间接叙述，如颂歌；两者兼用，如史诗和其它叙事诗。以第二种为最好。（2）提出艺术不仅要美，还要与真善统一，对国家有用。认为艺术是人格的表现，又给人格以影响，它是政治的一部分，主张要造成一种环境，使处身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陶冶，“融美于心灵”，形成完美的性格。（3）论述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认为有三种世界：理念世界、客观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只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客观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艺术世界又是客观现实世界的摹本，是“摹本的摹本”。柏拉图的文艺观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批评。


《国家篇》
 　即“《理想国》”。


《法律篇》
 （Laws）　古希腊柏拉图著。为柏拉图撰写的一部对话的初稿。包括三方面内容：（1）论音乐和舞蹈教育。认为对儿童进行美育教育的目的在于把最初的德行本能培养成正当的习惯，通过训练儿童能歌善舞来培养人们自幼便具有和谐的心灵。提出美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肯定美在道德内容而不在技巧，指出凡是能表现身心德行的形象和曲调就是美的、好的，否定以快感作为衡量美丑的标准。（2）关于“剧场政体”与贵族政体。谴责听众在艺术欣赏中具有评价作品的发言权，认为只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音乐的好坏是一种“过分自由的发展”，其性质是一种邪恶的剧场政体代替了贵族政体，肯定过去听众只能屏息静听公众教育掌管者的意见。（3）为诗歌制定了检查制度，主张由城邦长官判定诗人的诗歌能否朗诵或公布。集中体现了柏拉图关于文艺要为贵族统治服务的基本立场和反对民主的态度。该篇对话被认为是“第二理想国”，代表柏拉图比较成熟的思想。


《诗学》
 （Poetics）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约公元前335—322年写成，是当时的一份讲演提纲，即所谓“秘传本”，较为简略零碎，其中有一部分已散佚，现存仅为原作的一部分。共二十六章，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论，包括第一章到第五章，分析各种艺术所模仿的对象、模仿采用的媒介和方式，各种艺术的分类。第二部分包括第六章到第二十二章，主要讨论悲剧。指出悲剧的定义、六种成分，重点讨论了情节和性格，论及悲剧的写作、词汇和风格。第三部分包括第二十三章到第二十四章，讨论史诗。第四部分，即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反驳指责的原则与方法。第五部分，即第二十六章，比较史诗与悲剧的高低，认为悲剧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艺术效果，达到模仿目的，悲剧高于史诗。书中将诗和历史加以比较，认为艺术比普通的现实更高，历史叙述已发生的事，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要通过特殊显示出普遍，接触到了特殊和普遍的辩证关系，并包含有典型性的思想萌芽。针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哲学美学思想，深刻论述了文艺对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这是亚里士多德对美学思想的最有价值的贡献。认为模仿必须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模仿现实世界的文艺是真实的，进而肯定文艺的认识作用。指出情感是人应当有的，情感对人有益。情感受理性指导，怜悯与恐惧之情也受理性指导，应以适度为宜。认为艺术能陶冶人的情感，涤净人们心中痛苦的感情，使之正当发泄，心理恢复常态，对社会道德产生良好影响。该书对古希腊的文艺实践和成就予以精细分析、扼要总结，成为西方美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美学理论著作。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现存的最早抄本为11世纪拜占庭人所抄。但该书曾长期埋没于地窖中，对古希腊晚期和罗马时期的文学、文艺理论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希腊学者偶或引证《诗学》的片言只语，偶或介绍其主要论点，但都为第二手材料，不为人所重视。它对欧洲文学的实际影响约始于15世纪末叶。文艺复兴以后不少学者研究《诗学》，对其加以阐发和诠释，蔚成风气，还形成一些流派，仿照《诗学》写出大量文艺理论著作。17—18世纪的一些法国、英国作家亦深受其影响。但这部著作曾长期被误解和歪曲，直到19世纪才大致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西方文艺批评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几乎都可以溯源到该书。该书所阐发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在欧洲文艺史上具有“法典”的权威，影响甚为深远。


《修辞学》
 （Rhetoric）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写于公元前335—前322年。特点是运用心理学来研究修辞和雄辩，开了后世文学心理学的先河。三卷。主要阐述演说术，涉及论辩方式、听众心理和语言风格等，是作者有关文艺问题的又一重要著作。该书指出应研究演说产生说服力的方法、风格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安排。肯定优良的文体可以进行传授。认为演讲的风格必须清楚明白、妥帖恰当，避免粗俗和过分。无论是舒缓的风格，还是高昂的风格，都应给人以自然的印象，不能矫揉造作。指出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运用语言应注意切题。宜采用散文结构的形式，既不应当押韵，也不应当没有节奏。认为使用隐喻和提示描绘的能力可以增强语言的生动性。由于《诗学》曾一度失传，亚里士多德的有关思想主要通过《修辞学》对罗马时期的艺术理论产生了影响。


《建筑十书》
 （De architecturai；On Archi-tecture）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著。约公元前14年出版。全书十卷。是现存最古老且最有影响的建筑学专著。内容涉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基本原理、建筑构图原理、建筑环境控制、建筑材料、市政设施、建筑师的培养等等。书中记载了大量建筑实践经验，阐述了建筑科学的基本理论。主张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坚固、方便、美观”。认为建筑构图原理主要是柱式及其组合法则，建筑物“匀称”的关键在于它的局部、整体都以一个必要的构件作为度量单位。建筑的美应联系建筑物的性质、位置等各种条件。该书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影响，中世纪时也并未完全失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于1414年发现这本书的一个抄本，很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的典范。


《诗艺》
 （Ars Poetica；The Art of Poetry）　古罗马贺拉斯著。原是写给贵族庇梭父子的一封诗体书简，无题。发表后约百年，由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称为《诗艺》，后遂以此名著称。这是西方第一部诗人论诗的著作。该书的理论渊源于希腊化时期的新诗学，大多取材于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尼奥托勒密的《诗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1）关于创作的总原则。主张一切创作要合乎“情理”；结构要首尾一致，注意整体效果；允许创新，却不能超出“习惯”所允许的范围。（2）关于戏剧。一方面强调作家应有生活感受，另一方面强调程式的重要性；主张利用现成的希腊古典题材，通过出奇制胜的结构体现首创性。（3）关于文学创作。主张文学必须寓教于乐，强调作家的判断在创作中的作用；要求作品内容完好，艺术高超，语言精练，允许虚构，要引人入胜，切忌平庸；天才必须与刻苦相结合；要善于听取忠实的批评，不断修改作品。书中着重论述艺术即模仿，认为作品的题材、语言、诗格须勤学希腊典范。提出寓教于乐的思想，认为文学作品既要给人以快感、乐趣，又要对人有益处与帮助，这一美学观点启发了18世纪启蒙主义美学家强调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提出“类型说”和“定型说”。前者要求作家按少年、中年、老年几种类型描写人物性格；后者是传统人物的传统写照，并为戏剧制定一系列法则。这一文学主张成为后世西方戏剧发展的一种束缚。该书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带有漫谈的风趣，多经验之谈，具有平易清浅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其理论不是枯燥的逻辑思维，而是形象生动，多以讽喻帮助说理，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亚里士多德《诗学》，下启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与古典主义美学之端，尤其对欧洲各国17世纪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影响巨大。


《九章集》
 （The Enneads）　古罗马普洛提诺著。原为作者对听众所提问题的解答，后由其弟子玻尔菲利（Porphyry）编纂成书，辑为六卷，每卷包括九篇论文，共五十四篇，统名为《九章集》。内容涉及哲学、伦理学、美学、动物学等。其中第一卷第六篇《论美》和第五卷第八篇《论理智美》是专论美的篇章。除此两篇外，在其他一些论文中也涉及到美学问题。该书以晦涩艰深著称。它将柏拉图的理念论、基督教神学、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熔为一炉，形成“新柏拉图主义”。以“太一说”、“流溢说”和“灵魂解脱说”为哲学基础。在美学上，否定广泛流行于古希腊罗马的认为美是对称或比例的观点，指出比例或对称不能反映美的内在本质，只能表现外在美，而内在美具有理想的性质，它存在于人的心灵或观念之中。该书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性质，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在长时期内对欧洲宗教艺术的发展起了支配作用。


《论崇高》
 （On the Sublime）　古罗马时期朗吉弩斯著（一说为是公元1世纪另一位同名作家著）。该书在10世纪才被发现。1554年由意大利学者洛伯特罗印行出版时已散失三分之一。现仅存残缺本。它是给罗马贵族的一封信，分四十四节，每节长短不一，长的逾千字，短的仅百余字。其中第二，三；八，九；十二，十三；十八，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七，三十八各节间，均有部分散失。在西方美学史上首先探讨了“崇高”的问题，主要是从修辞学角度提出并研究文章风格的“崇高体”，认为崇高是体现“崇高的灵魂”，“思想庄严伟大”的“一种措辞的高妙”。与后来美学上的“崇高”范畴并不完全等同。提出崇高的五个因素，涉及到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的许多问题。其中“庄严伟大的思想”为其最重要的部分，指出一篇作品的思想和文辞相互依存，美的文辞就是思想的光辉，反对作品的形式脱离思想内容。同时，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指出强烈激荡的感情一定为“崇高”所不可缺少。真正崇高的作品不仅能说服人，使人愉悦，而且还有一种惊人的力量，能表达强烈的情感，使人们欢欣鼓舞，受到潜移默化的陶冶，这是文学、音乐、雕刻和演说等作品的共同点。论文还注意到了文学、音乐、雕刻和演说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的特殊性。指出，音乐的和谐只借本身无意义的声音造成一种节奏的运动，迫使听众跟着节奏运动，使自己和乐音相应；文学不仅诉诸感官和情感，尤其通过文字意义诉诸理智，因此文学比音乐具有更大的感染力。该文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在西方美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布瓦洛、17世纪英国诗人和批评家德莱登、18世纪英国美学家柏克、德国古典美学奠基者康德等都明显受到过本文的影响。


《忏悔录》
 （Confessionum；Confessions）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为作者的自传。Confessionum 一词包括两重意思：“承认、认罪”的拉丁文本意和“确认、歌颂”的教会术语转意，作者用以“通过叙述自己的犯罪和从善，赞美正义和善良的上帝，激发人们的理智和思想归向上帝”。大约成书于公元400年，401年出版。十三卷。一至九卷，主要叙述作者前半生作恶、反省、归正和确立信仰的经过，提出善恶论，论证上帝是永恒的存在。十至十三卷，注释《圣经·创世记》，提出时间概念，认为上帝是世界和时间的创造者。书中集中反映了作者信奉基督教后的晚期美学思想。作者把美分成不同的等级：形体美是低级的美，道德美是较高的美，上帝是最高的美。断言美在上帝，上帝是美的创造者，是美的最高准则和最后归宿，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只属于次要的美。认为美与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丑是形成美的因素，丑为显示美而存在，具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书中还较详尽地复述了作者青年时代所作的《论美与适宜》（已佚）中的美学思想。本书文笔生动细腻，独具风格。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ae）　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著。写于1265年或1266年至1274年。三卷。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用于基督教教义，为经院哲学作论证。断言一切其他科学，“都是神圣理论（神学）的婢女”（《神学大全》Ⅰ）。提出了五种有关天主存在的论证，强调天主是非受动的始动者。提出美的完整、和谐、鲜明的三个要素。在对“鲜明”要素的论述中，把美归结为神性的特性，认为上帝是一切美的始因，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人可以从事物的有限美中隐约窥见到上帝的绝对美，其本身并无独立的价值。


《阿烈奥帕吉特文集》
 （Corpus Areopagiticum）　中世纪早期文献。包括《论诸神名讳》，《神秘的神学》，《论天堂等级制度》，《论教会教阶制度》等文集及十封书信。在532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被定为雅典第一任主教狄奥尼修·阿烈奥帕吉特（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约5—6世纪）的著作，文集因此得名。文艺复兴时期被学者论定为伪作，称为《伪狄奥尼修》。文集融合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融合本体论、认识论与美学，力图使美学成为解释神和关于神性美的学说。文集论述的美学思想主要为：（1）美的相对和绝对说。认为美是相对的多样的，它是“整体的和谐与普遍的结合”，是“一切存在物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又是绝对的、统一的，它是“至高的”、“无处不在的”、“唯一的”，“它在自身中和与自身的符合中任何时候都是同样的美”。人世间的美是相对的；神性的美是绝对的，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美的源泉，是美的最高境界。（2）美的流出思想。认为物质世界的美是神性美的一种反射，神性美从自身深处流溢出一切感性事物的全部美。（3）关于光的学说。认为美与光从一个源泉中产生，“美像光一样，向一切对象放射出造成美的深邃之光芒”。美首先是光，即光辉，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4）关于爱的学说。认为美“是以其美的爱情包容一切的出发点”，“是一切的极限和爱的对象（因一切都为美而产生）”。文集对东西方中世纪美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库萨的尼古拉等人曾对文集进行注释。


《伪狄奥尼修》
 　即“《阿烈奥帕吉特文集》”。

意大利


《论绘画》
 （On Painting；Della pittura）　意大利阿尔贝蒂著。1436年出版。起初用拉丁文写成，后又用意大利文重写。三卷。第一卷论述绘画艺术的数的基础，第二卷论述轮廓、构图和色彩明暗的配置，第三卷阐述培养艺术家的原则以及对艺术家的个性与专业的要求。主张绘画以自然模仿为基础，但不能单纯同自然保持外形相似，应当遵照自然的规律性去表现作为和谐的美。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在于发掘新的形象和题材。本书阐明了绘画艺术的本质，强调绘画以视象知觉为具体立脚点，使画具有鲜明的视觉形象。本书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有较大影响。


《论绘画》
 （Treatise on Painting；Trattato della pittura）　意大利达·芬奇著。是达·芬奇从30岁左右开始记录自己艺术创作的心得及科学研究成果的笔记的一部分，由其弟子梅尔兹等人编纂而成。认为，自然是艺术和科学的对象，美感起源于自然本身，强调艺术要模仿自然、再现自然，提出“镜子说”，主张“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摄取和反映自然事物，做“自然的儿子”，反对脱离自然去模仿旁人的作品而变成“自然的孙子”。强调理性的重要，主张能动地反映自然，认为画家要对材料有所选择和组织，才能描绘出“每一事物类型的那些优美部分”，作出“好像是第二自然”的画来。在画与诗的关系上尊画抑诗，认为绘画技巧要求高，费力大，是一种最高的艺术，比较注重美的形式因素。本书把当时的解剖、透视、明暗、构图等零碎知识，整理成为系统理论，对后来欧洲绘画及美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绘画、建筑、雕塑大师列传》
 （Le vite de'più eccellenti pittori，scultori，e architettori；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Italian Painters，Sculptors，and Architects，from Cimabue to Our Times）　一译《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意大利瓦萨里著。1550年出版。该书记述了从13世纪著名的画家契马布埃到16世纪作者本人共260多位杰出艺术家的生平和创作实践，穿插着传说、趣闻和轶事，勾勒出了艺术家的风貌、个性、作品及风格，把艺术家的传记和艺术理论联系起来。按照诞生、成长、衰老、死亡这一规律，将14世纪到16世纪两百多年的艺术发展历程分为童年、少年、成年三个阶段。书中，第一次正式把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列入西欧历史中，认为，古代希腊、罗马艺术是人类艺术史的光辉楷模，中世纪是艺术的黑暗时代，直到14—16世纪，艺术家借鉴古代艺术，真实地再现客观现实，才出现了欧洲艺术的空前繁荣，因此这一时期为古典文化的“再生”，即文艺复兴时期。该书是人们研究意大利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重要资料，对后世影响很大。


《新科学》
 （Scienza Nuova；New Science）　意大利维科著。全名《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1725年初版。1744年第三版为定本。主要阐述古代文化史和诗歌美学理论。它以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力图证明人类从神的时代，经过英雄的时代，进入到人的时代。作者从共同的人性出发，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但在社会发展上必定有某些相同的规律。从人类史的角度考察想象活动，认为人类心理功能的发展也有个过程，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由诗的时代到哲学的时代，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其思维活动主要是想象活动。原始文化，包括宗教、神话、语言、文字等都可看作形象思维的产品，都带有诗的性质。基于人类本性的共同性，形象思维具有原始性和普遍性。首次把诗的逻辑与理智的逻辑区分开来，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区分开来。表述了形象思维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是以己度物，把自己变成衡量一切的尺度；二是把个别事物“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或普遍性相”，即形成典型性格。该书因语言晦涩，很难读懂，在18世纪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后因库辛和法国历史学家密希勒（Michelet）翻译和介绍，19世纪开始得到传播。克罗齐、德国的歌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恩格斯等都受到过该书的影响。


《美学原理》
 （Estetica Ce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Theory of Aesthetic）　意大利克罗齐著。1902年由意大利拉泰尔查出版社（巴里）初版。全书分为十八章，不仅讨论普通的美学问题，还特别注重于美学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审美活动与其他心灵活动的区别和关系问题的研究，包含了克罗齐全部哲学的雏形。他把美学看成是哲学的一个部门，用概念的分析和演绎方法加以研究，反对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美学。书中奠定的“直觉”说发挥了康德的“无所为而为的观照”说和维柯的形象思维理论，在“直觉”这一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推演出一系列基本美学观点。它们可以概括为五个“肯定”（直觉即表现；直觉即艺术；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是一致的；美就是成功的表现；语言就是艺术）和五个“否定”（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艺术不是功利的活动；艺术不是道德的活动；艺术不具有概念知识的特性；艺术不可以分类）。该书是本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作，对于此后的西方美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重要的西方美学家，如科林伍德、开瑞特、阿诺·理德等都是该书表现主义美学观点的信徒，甚至精神分析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荣格也受其深刻影响。但德国的主要美学家，如德苏瓦尔、伏尔盖特等都对之持反对态度。


《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
 （Estetica Ce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意大利克罗齐著。1902年意大利拉泰尔查出版社（巴里）初版。是克罗齐《美学》一书的第二部分。克罗齐《美学》一书由“原理”和“历史”两大部分组成，中译本分为两书，“原理”部分即《美学原理》，“历史”部分则为本书。该书的内容时间跨度长，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9世纪末，对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美学流派和代表人物几乎都有涉猎；还包含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美学史资料，如18世纪的普拉特内尔（Platner）的折中主义和性欲说美学观等，对后来寻找弗洛伊德主义的历史发展线索很有意义。总体上，该书具有三个基本特点：（1）基本立场持新黑格尔主义，在对于美学史的阐述中，不时渗进作者的“直觉”说的基本观点。是作者用自己的美学观点对于西方美学史的巡视。在篇幅安排上，对形象思维的学说和对与作者的基本美学观点有着渊源关系的美学家们的叙述较详，如对维柯、康德都用专章介绍，对洪堡德和斯坦因哈尔的语言哲学也花了不少篇幅。（2）对西方美学史的介绍十分简赅，往往寥寥数言就勾勒了一位美学家或一个美学学说的基本理论轮廓。（3）对西方美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些美学家往往一笔带过，如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只用了三、四页的篇幅。该书对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


《美学纲要》
 （Breviavio di estetica；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意大利克罗齐著。为作者庆贺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赖斯学院成立而写的讲稿，1912年意大利拉泰尔查出版社（巴里）初版。1915年由道格拉斯·昂斯勒译为“The Breviary of Aesthetic”出版，1921年更名为“The Essence of Aesthetic”出版。其中的基本美学观点与他的《美学原理》一书是一致的。但《美学纲要》的主要特点是浓缩了《美学原理》中的重要概念和内容，加强了这些概念和内容表达的内在联系，弥补了《美学原理》一书的不足。该书在“直觉”说的基础上，比较侧重于对艺术基本问题的研究。致力于赋予艺术理论以愈来愈精确的形式，并使艺术理论不断哲学化。又努力使哲学美学化，认为美学和艺术的活动曾被人与伦理的、经济的以及逻辑的活动相混淆，事实上，审美活动（包括艺术活动）具有独立性，这种活动的实质是一种直觉，是主观情感的一种抒情的表现。主张一种“真正的艺术批评”，即审美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反对把艺术批评看成是学究气十足的、专横的教师式的发号施令，或者像地方行政官和法官那样评判是非、美丑，以及仅仅作为解释和评论的批评。该书问世后，曾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对现代西方美学有着重要影响。


《未来主义宣言》
 （Manifesto del Futurismo；Futurist Manifesto）　意大利马里内蒂著。1909年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未来主义文艺和美学的第一个纲领。其核心思想是彻底反对传统，摧毁文化，赞美以暴力和战争创造新的未来世界。认为表现运动的速度与力量的速力的美是当代出现的新的美，它比历史上所有的辉煌成就都美，它使世界变得更加光辉壮丽。要表现速力美，就要歌颂敢作敢为的斗争、狂热而急速的运动和飞驰，而不是沉思般的静止和睡眠状态。认为没有敢作敢为的精神，就没有诗歌的杰作，诗歌必须是对各种未知力量的猛力进击，使它们在人类面前低头。声称未来主义者的心是用火、仇恨和速力培养成的。猛烈抨击对古典文艺的崇拜，鼓吹艺术就是暴力、残酷和非正义，提倡讴歌战争以使世界健康化。该宣言成为未来主义运动的理论纲领和实际开端，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未来主义画家宣言》
 （Manifesto dei Pittori Futuristi；Manifesto of Futurist Painters）　以意大利博乔尼为首的一批艺术家撰。1910年发表于意大利米兰。未来主义文艺美学的第二个纲领。全力反对艺术上的模仿和拟古，认为必须藐视一切模仿的形式，一切创造的形式应得到歌颂。为了歌颂狂热而疾驰的旋涡式的现代生活，首先应把过去的一切主题扫除干净。主张把宇宙之力作为一种力的感受表现在绘画中，用运动和光摧毁肉体的物质性。认为在表现自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真挚和纯粹。反对陈腐平凡，遵循常规，反对裸体画的单调感和把沙龙变成陈列肉体的地方。还认为艺术批评家是无用的或有害的。该宣言同《未来主义宣言》一起对未来主义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方艺术批评史》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意大利学者文杜里著。1936年出版。全书共十四章，是一部关于西方艺术批评史（以美术批评史为主）的理论著作。认为艺术批评包括三个主要因素：“实际的因素”即作为批评目标的来自艺术作品本身的因素；“理想的因素”即来自批评家美学观点的因素；“心理上的因素”即批评家个人的特性。三个要素中批评家的美学观点具有本质的重要作用，但又认为批评家美学观点的形成并非根据事先存在的观念，最重要的是根据从艺术作品获得的艺术经验即根据那些“实际的因素”形成，由此形成了建立在艺术直觉之上的将美学与艺术史结合起来考察的艺术批评史观，指出“如果一个事实不是从判断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则毫无用途；如果一项判断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则不过是骗人”。该书借助这样的批评史观，对从古希腊罗马直到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批评做了概括性的评述。


《现代性的终结》
 （La fine della modernità；The End of Modernity）　意大利凡蒂莫著。1985年出版。作者在书中试图为理解现代性的终结及其对艺术和科学的影响提供一种哲学基础和理论阐释。全书共三部分：“作为命运的虚无主义”；“艺术的真理”；“现代性的终结”。（1）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认为这种态度是到15世纪结束时才真正开始，并出现了对新事物和原创性的不断增长的强烈崇拜。这种崇拜，使得人类历史被看作不断运动着的解放过程，更大的价值被附加到更先进的东西上去，它要求人们把历史看成是线性发展的。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当现代性不再可能把历史勘测成为分阶段、线性发展时，现代性就终结了，而后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终结的体验。（2）差异哲学提供了虚无主义与阐释学之间的关键联系，后现代主义哲学所依赖的正是这一联系。（3）艺术的死亡就是这个时代终结的标志，然而这个时代又是真理完全以艺术的体验而出现的时代。艺术在20世纪并未完全消失，其更合适的字眼是“衰弱”，艺术正融入一个“艺术制品”的世界，后现代艺术作品在大众传媒时代被剥夺了表现“真”与“永恒的权利”。艺术就像伴随着它的“衰弱的存在”一样，揭示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真理。


《透明的社会》
 （La società trasparente；The Transparent Society）　意大利凡蒂莫著。1992年出版。认为大众传媒对后现代社会的产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不断的媒体化可以将唯一、真实的世界“散射化”，使之在当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消解利奥塔所反对的“宏大叙述”。认为广播、电视和杂志都爆炸似地繁衍和复制各类观点，这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尼采的世界是“虚构”的预言。媒体不会给社会带来透明、自信，或者是更大规模的启蒙，不可通约、难以疏通的信息流带来的后果是带来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混乱。

英国


《论美》
 　（Of Beauty）　英国培根著。写作年代不详。文章论述了动态美的重要，认为“秀雅合度的动作的美才是美的精华，是绘画无法表现出来的”。提出美不在比例，适当的奇异性才是美必不可少的特质：“凡是高度的美无不在比例上显得有些奇怪”。既反对古希腊画家“从许多面孔中选择最好的部分去构成一个顶美的面孔”，也不赞成德国画家丢勒试图把美降低为数学关系，即“按照几何比例去画人象”。指出艺术不能凭机械地拼凑而要凭艺术家的灵心妙运。文章还论述了美不在部分而在整体以及美与品德的关系。该文强调动态美、理想化以及艺术家灵心妙运，反对了当时流行的美在形状的比例与颜色的观点，含有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最初萌芽。


《学术的进展》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又译《论学术的价值和发展》或《学术的促进》。英国培根著。初版于1605年。体现了培根的主要美学观点。指出文艺的重要特点在于形象思维，特别在于想象。认为“历史涉及记忆，诗涉及想象，哲学涉及理智”，想象有复现的想象（即记忆）和创造性的想象两种。创造性想象的特征在于“放纵自由”，不受物质规律的拘束。指出文艺是“虚构的历史”，不同于“自然”和“真实的历史”。认为诗可以对生活加以虚构，对自然加以理想化。凡属虚构历史而能使心灵得到满足的作品皆可称之为诗。认为文艺具有娱乐和教育双重作用，比真实的历史更能引起人的美感和美化人的心灵。提出诗“是学问的重要部分之一”。“由于诗对人性及人的快乐的这些巧妙的逢迎，再加以它具有与音乐的一致与和谐，在不文明的时代与野蛮的地区，别的学问都被拒绝，唯有诗可以进门并得到尊重”。


《论学术的价值和发展》
 　即“《学术的进展》”。


《利维坦》
 （Leviathan）　一译《巨鲸》，全称《巨鲸，或教会国家和世俗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英国霍布斯著。1651年在伦敦出版。主要论述对君主制的政治见解，把国家比作圣经神话中的怪兽——巨鲸，故名。论述中比较系统、深入地讨论了人类心理活动，初步建立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用来解释想象、虚构以及一般审美活动的观念联想律。在《论感觉》、《论想象》、《论想象的延续》等专节中，对想象问题作了详细论述。把想象和欲念联系起来，认为感官受到物体运动的冲击，会产生两种反应，一是认识性的反应，即感觉；一是实践性的反应，即快感和痛感（情感）。如果受到的冲击有益于生命功能，就会产生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欲念；如果受到的冲击有害于生命功能，就会产生痛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厌恶。创造的想象受欲念、意图或目的控制，与情感相联系，是艺术家的自觉活动。认为艺术创作不能单凭想象，还需要判断力，即理性作用。论述了想象力与判断力的关系。认为想象和判断都来自经验，可以互相补充，其区别在于，想象力求同，判断力辨异。在两者中，判断力更为重要。接触到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问题。书中还论述了美与善的关系，把美和善联系在一起，认为美亦是一种善（丑亦是一种恶），善是美的内容，美是善的表现形式，美是善在“形状或面貌”上的“明显符号”，使人见到这种符号，就可以“指望”得到善。上述观点，特别是关于想象的观点，对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和近代西方美学有一定影响。


《巨鲸》
 　即“《利维坦》”。


《论人性》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又译《论人》。英国霍布斯著。1658年在伦敦用拉丁文出版，为霍布斯哲学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是《论物体》，第二部是《论公民》）。论述了人是介于“自然的”和“人造的”之间的二重性物体，人本身为自然的物体，但却创造了人造的物体。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美学问题。提出人类一切思想都源于感觉，初步确立了经验派美学用以解释哲学、虚构和一切审美活动的观念联想律。指出想象这种审美活动可以把不同感觉所遗留下来的意象或观念加以自由综合，这种观念的联想叫做“复合的想象”，而通过想象进行的联想则叫做“类似联想”。书中还对笑这一审美范畴作了论述，认为笑是一种“突然荣耀感”，这种观点后来为康德所采用。上述观点，对以后的英国经验派美学家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对观念联想这一事实的注意，对洛克的影响较大。


《悲剧批评的基础》
 （The Grounds of Criticism in Tragedy）　英国德莱登著。是为其剧本《特罗勒斯和克莱西德》所写的序言。写于1679年，主要论述悲剧问题。提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的、伟大的、可能的行为的模仿；这种行为必须是伟大人物单一而非双重的伟大行为；它应该被表现而不是被叙述。认为悲剧没有必要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是永远有必要酷似真实；悲剧的目的是消除观众被引发的恐怖和怜悯的激情，“使观众在愉快中得到教益”。认为决定作品价值的是寓意，表现寓意的是性格。应使作品中“美德胜过恶行”，既留下惩罚的余地，又留下怜悯的可能，从而取得观众的喜爱。依据朗吉弩斯的观点，主张诗人、剧作家为了获得充分的“常识”和成功地刻画人物，需学习自然哲学、伦理学和历史。


《论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　英国夏夫兹博里著。1711年初版。其中第二编，1713年单独出版，副题为《形式的语言》。是一部关于人、习俗、意见、时代等的杂感录，涉及较多美学问题。提出人天生就有审辨善恶美丑的能力，人的道德感和审美感是天生的；人分辨善恶美丑的动作是直接的，不假思考和推理的；人有动物性部分和理性部分，审美能力属于后者，后者是人性中的善根，是人生而就有的适合于社会生活的道德感或是非感；人分辨善恶的道德感与审辨美丑的审美感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采用新柏拉图人天相应学说，认为人是小宇宙，反映大宇宙，人心中善良品质所组成的和谐（或“内在节拍”）反映大宇宙的和谐，大宇宙的和谐是“第一性美”，小宇宙的和谐只是“第一性美”的影子。还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艺的繁荣有赖于政治的自由，在暴力专制的情况下产生不出伟大艺术。


《美的分析》
 （The Analysis of Beauty）　英国荷迦兹著。1753年出版。主要为反对流传于英国的新古典主义美学观点而写。着重从绘画领域阐述艺术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原则。反对不研究自然界中的物体本身，只根据仿造品“背真趋伪”地按照“规则”、“教条”去追求“理想美”。强调要按照自然的法则表现出大自然的美，忠于自然，模仿自然。提出在绘画中曲线是美的，“交叉的蛇形线”是最美的，它能表现出物体的形状、动作、立体感和特殊的力量，给人以美和乐的趣味。提出适宜、变化、一致、单纯、错杂和量的美的六条原则。适宜要求物体或艺术各部分适合于整体；变化要求表现美的有组织的、有设计的变动；一致要求能表示适宜性，取悦于人；单纯要求与变化配合的单纯；错杂最能直接引起美，要求显示人经过曲折、追求获得的胜利，给人以美的愉悦；量即要求物体形状的宏大，激起人们的赞美和敬畏，产生崇高感。著作的后几章按照美的六原则对绘画中的明暗、色彩以及人的形体美作了具体分析，并试图把人的形体美与性格、智慧和激情交织在一起。本书所提出的“蛇形线条”以及所提出的美的六原则，在近代西方美学史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又译《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英国博克著。约写于1747—1754年间，初版于1756年。第二年再版时，增加了《论审美趣味》一文，作为全书的导论。著作正文分为五个部分：（1）论崇高与美所涉及的快感和痛感以及人类基本情欲；（2）论崇高；（3）论美；（4）论崇高与美的成因；（5）论文学的作用与效果。主要论述崇高与美的区别。根据对审美主体的主观心理和生理的分析，指出崇高与美这两个观念的起源完全不同。崇高感是痛苦和危险所造成的一种夹杂着快感的痛感，美感则是爱所引起的快感。大多数能使人心产生痛感或快感的观念，都可归入这两大类。美感又可分为“同情”、“模仿”和“竞争心”三种。“同情”是文艺欣赏的基础；模仿是文艺创作的基础，又是变相的“同情”；竞争心既同美感相联，又同崇高感相联。根据客观事物本身产生崇高感与美感的性质的分析，指出崇高与美的客观物质不同，崇高感涉及对象能够引起恐怖的感性物质，如巨大、力量等，美感则涉及对象能够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感性物质，如小巧、柔滑等。还分析了诗与画的区别，认为二者使用的媒介不同，产生的作用也不同。该书还从人的器官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来探寻审美趣味的规律性。指出人的器官构造相同，感觉外部事物的方式相同，审美趣味或鉴赏力的标准也相同。审美趣味涉及感觉、想象力和判断力三种心理功能，感觉是基础，判断力使人能自由地组成各种图像、形态等，形成爱、悲哀、恐惧、愤怒、欢乐等复杂感情。该书是朗吉弩斯之后、康德之前西方研究崇高与美这两种审美范畴的最重要文献，给后来的德国古典美学以重大影响。


《论审美趣味的标准》
 （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英国休谟著。1757年出版。认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一种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但“事物确有某些属性”，由自然安排得恰适合于产生那些美的感觉。陷入美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矛盾之中。认为人的审美趣味是先天的功能，它的“一般原则在人性中本是一致的”；因“人与人的脾气不同”和“时代和国家各有特殊的习俗和看法”，产生审美趣味的差异。指出偏见最有害于高尚趣味，败坏人们的审美感。为提高审美趣味必须加强理性的指导作用。认为健康是提供审美趣味和情感正确标准的前提，心理功能不健康的人不能审美。提出艺术批评的两条原则：一是要把作品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看；一是要了解作品的目的。


《批评的要义》
 （Elements of Criticism）　英国霍姆著。1762年出版。该书以大量的例证，揭示了人类本性的知性结构，阐释了批评的根源。认为只有视觉和听觉遭遇的刺激所唤起的主体反应才是真正的“情感”，并同美感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美感不是激情（passion）而是一种安静的情绪（emotion），是安静的满足（satisfaction），美感的产生不需要有作为对象的实体，只要有一个表象（presentation）就可以了。此外，书中还将美划分为绝对美和相对美，前者直接诉诸于主体的感觉而被感到的美，后者则主要通过联想和反省才被感到的美。可以视作康德自由美、依存美的滥觞。还论及了诗、画的区别，认为绘画只限于表现一个禁止或者极为短暂的时间，而不能以在时间中延展的事件作为题材。此外还考察了崇高、优美、滑稽等审美范畴。该书是18世纪英国美学的重要著作，后对席勒、康德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学生涯》
 （Biographia Literaria）　亦译《文学传记》。英国柯勒律治著。附录中的《论诗或艺术》，认为“诗是诗的天才的特产，是由诗的天才对诗人心中的形象、思想、感情，一面加以支持，一面加以改变而成。”想象在意志和理解力的推动下开始活动，只有使一般与特殊、概念与形象、理性与感情、自然与人工、内容与形式等逐渐趋于平衡与调和，才能最鲜明地反映自然和人性的本质，塑造有风姿、有意义的整体，给人以美感。认为艺术品是艺术家内在天性与外在自然相调和的产物。指出“诗是一种创造类型，它与科学作品不同，它的直接目标不是真实，而是快感”。强调想象和形象化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为诗辩护》
 （A Defence of Poetry）　英国雪莱著。写于1821年，1840年发表。原计划写成三部，但只完成了第一、第二部的大纲，现存本由诗人亨特（1784—1859）修改过。书中具体论述了诗的本质特征、社会功用、创作与批评、发展等理论。认为诗是“想象的表现”；诗与快感形影不离，诗人在表现社会或自然对自己心灵的影响时，其表现方法所产生的快感能感染别人，在别人心中引起一种复现的快感。认为上帝的心灵至高无上，其他一切心灵只是这绝对心灵的丰富形象，诗的任务在于描写人性诸形态所导致的思想和行为，再现上帝的创造，反映上帝的心灵，使美与善趋于统一，把人的心灵引向永恒的、极乐的境界。本书具有宗教色彩和人性论的局限性。但主张诗人作为新时代的立法者，应通过诗歌发挥理想主义的感染力量，唤醒人民，号召制度改革的思想，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


《近代画家》
 （Modern Painters）　全名《近代画家，美和想象力官能的理念》。英国罗斯金著。五卷。1843—1860年在伦敦陆续出版。是作者艺术评论的汇集。由于各文相距多年，前后表述的美学观点和美学范畴的含义不完全一致。其基本观点包括：（1）认为艺术是人与自然的交融。风景画和抒情诗不完全是主观心绪转移到大自然中去，而是我们在大自然中找到了更深刻的自我，表现了真挚的感情，唤起了内心的共鸣。（2）强调想象在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想象能抓住事物的核心，是一种充满了爱和火的洞察力，是人的最高度的心智能力，艺术家的每一伟大构思都是经想象的处理而形成的，艺术的想象是“深刻的想象”。（3）宣称美是神意的揭示，艺术作品的美是上帝所给予的签字。认为美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要素之一，可以分为类型形式美和生命美；人们理解美的官能不是知性或敏感性，而是认识官能的一种特殊的情感。（4）提出丑是艺术的属性，虽然丑永远不会变成为美，但完全在美中生活却是不健康的。（5）探讨了艺术真实性的特殊性，认为艺术真实与完善形态不同，构成伟大作品的不是细节真实，而是艺术家伟大的心灵和高尚的风格，艺术的真实性是富有价值的、纯真的、印象深刻的真实性，而不是纯知识的真实性。此书对现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有一定影响。


《心理学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英国斯宾塞著。两卷。为作者十大卷的《综合哲学系统》（A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1860—1897）中的第四、第五卷。初版于1855年，当时并没产生什么影响。第二版时作了修订，分别于1870年和1872年出版，影响扩大。后几经修订，至1890年已出第五版。提出了联想主义的进化论，认为心理联合的频因律可以一代代呈现其活动，联合屡经重复之后，就产生遗传趋势，并可随世代而累积、进化。以这种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对艺术和审美活动进行生理学研究，提出“过剩精力发泄”说，用以解释高等动物的游戏和人类的艺术活动、审美活动。该书提出的理论在西方心理学和美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启发了快乐论美学的发展，开创了艺术发生学研究的先河，并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有所启示。


《文艺复兴》
 （The Renaissance）　又译《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和诗的研究》。英国佩特著。1873年在伦敦出版。唯美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被视为唯美主义的宣言。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等人进行研究和评论，同时阐述自己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只是赋予瞬间印象以最高的美，美存在于各种形式之中。一切艺术的共同理想是外形和内值融合而不可分，缺少一种形式也就没有艺术，艺术形式能渗透到主题内容的各个部分，成功的作品有了一种形式，也就会有一种精神。艺术作品的形、质合一要创造出诗一般的刺激和趣味，它比现实世界更好，是摆脱世俗的粗鄙的避难所。它创造出新的理想。艺术不求改变现实，只是为欣赏而欣赏。主张艺术批评不是凭智力取得一个抽象定义，而是从感性材料中发掘出具有独特性质的美。该书的结尾部分重申了艺术不是想着与语言紧紧结合着的现实事物的世界，而是想着由印象组成的世界，每一印象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一瞬间，这一瞬间是将我们生命中真实的东西加以精炼为鲜明而有意味的独特印象。该书提出的形式主义和“为诗而诗”的思想为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理学美学》
 （Physiological Aesthetics）　英国艾伦著。187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快乐论美学的代表作之一。从生理学出发来考察快乐及其对立面痛苦，并在此基础上界定美和审美快感。认为快乐是伴随着器官或肢体的健康活动。审美的快乐是一种特殊的愉快的感情，其特殊性在于它与对生命有用的功能无直接关系，它以最小量的消耗为神经系统提供最大量的刺激，审美欣赏与利害感无关。视觉和听觉的快乐之所以优于低级感官的快乐，就在于它们的感觉纤维的数目较大，种类较多，而且在刺激之后，能迅速恢复。书中试图提出区分美的享受和通常的肉体快乐的标准，认为审美情感是不能明显追溯到任何为生命服务的功能上的一种高贵的和振奋的东西。本书的局限在于只从生理学角度来考察美和美感，很少论及在美感中的理智、道德因素，也不探究美感的社会历史条件。


《金枝》
 （The Golden Bough）　英国弗雷泽著。1890年初版于伦敦，两卷；后经增补，1900年以三卷集再版；此后于1911年至1915年出第三版十二卷集，1922年出第四版，为一卷集。该书是以巫术和仪式为主要对象研究原始宗教习俗的人类学专著。作者在书中运用历史比较法，对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如灵魂观念、自然崇拜、神的死而复生、巫术、禁忌等等）的丰富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建立了人类学体系。提出交感巫术说和人类社会巫术—宗教—科学发展三阶段说，认为最初原始人类以为，通过自身的象征性活动仪式，可以干预乃至控制自然环境；当他们意识到用巫术无法驾驭自然时，便转而以信仰取代巫术力量的神灵，产生出以祈祷、祭献为特征的宗教；当他们意识到宗教信仰无济于事时，则导致真正科学的出现。据此便可理解种种神秘的仪式和奇异的神话。该书以阐释有关继承阿里奇亚的狄安娜祭司职位的奇特规定为线索，对原始人类的种种巫术、习俗、仪式，例如神的死而复生、树神崇拜、交感巫术、禁忌行为、献祭、篝火节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被誉为人类学的百科全书。该书不仅为理解诸多人类早期文化现象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解释原始人类的种种文艺现象提供了一把钥匙，把艺术和审美发生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曾广泛受到该书的影响，如“剑桥学派”、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等。


《美学史》
 （A History of Aesthetics）　英国鲍桑葵著。1892年于伦敦出版。全书十五章从叙述古希腊的美学始，至19世纪下半叶作者同时代的美学止。内容丰富，篇幅宏大，是19世纪末一部比较完整、影响较大的美学史专著。第一章重点阐述其美学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美学是“美的哲学”，美学史是“美的哲学的历史”。美学是对审美意识的哲学分析，使审美意识具有清晰而有条理的形式，美学史是审美意识的历史。认为美的定义在古代偏重于节奏、对称、各部分的和谐、多样性的统一，近代注重意蕴、表现力、生命力和特征的表露。该书将这两点结合起来，提出：凡是对感官知觉或想象力具有特征的即有个性表现力的东西，同时又经过同样的媒介，服从于一般的即抽象的表现力的东西，就是美。从第二章起展开美学史的叙述；第二到四章叙述希腊美学，第四章重点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第五章介绍希腊化与罗马美学；第六章追踪审美意识在中世纪连续的痕迹；第七章从分析但丁与莎士比亚的异同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美学思想的特点；第八、九章分述近代欧洲各国美学；第十、十一、十二章论述德国古典美学，分别对康德、席勒、歌德、谢林、黑格尔加以评价；第十三、十四章介绍19世纪德国“精密”美学（如叔本华、费希纳尔）和后期客观唯心主义（如索尔格、哈特曼等）；最后一章论19世纪英国美学寻求内容与表现在理论上的重新结合，这也代表着鲍桑葵本人的方向。此书持新黑格尔主义观点；文字也较艰涩，但在美学史领域是一部有开创性的力作，至今仍有影响。


《美学三讲》
 （Three Lectures on Aesthetics）　英国鲍桑葵著。1915年于伦敦出版，系作者在1914年于伦敦大学所作的三次讲演稿。分别讲述了审美态度的静观与创造性质；审美态度在自然和各种艺术中的体现；审美满足的形式及其反面——美与丑。从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出发，以身心统一的观点来分析美学。认为审美经验是一种稳定的、与某些对象及其形式相关联的、人们共同的情感，是一种静观的心灵状态和具有塑造的形状的情感。在审美中自然是指外在事物的灵魂或表象的十足表现，是我们在充沛的想象经验中重新生活的世界。强调艺术不能没有物质媒介。媒介所具有的情感以及从它所感到的情趣，是探讨美学基本问题的真正线索。美是一种创造，一种新的独特表现，是使情感变成有形。丑是产生一种和美的效果相反的效果的东西。人能制造出那种企图与失败合在一起的表象，而这种表象正是丑的本质。此书集中而简要地反映了鲍桑葵的表现主义美学思想，被译成多国文字，有一定的影响。


《美与丑》
 （Beauty and Ugliness）　英国浮龙·李著。移情说代表作之一。1897年发表于英国《当代评论》杂志。当时作者还未接触到里普斯和谷鲁司的著作，但文中的观点已与两人契合，并更接近于谷鲁司的内模仿说。本书主要依据作者的合作者汤姆生（Tomson）在审美活动中的生理反应和心理体验的内省描述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概括。吸取当时流行的朗格和詹姆士的“情绪说”，认为身体器官的变化是情绪产生的原因。在审美欣赏中，主体的内脏器官感觉是产生美感的原因；辨别美丑的标准在于对象能否产生有益于身体器官的变化。文中注意到了模仿的问题，但与谷鲁司内模仿说不同的是更偏重于情绪反应所涉及的内脏器官感觉，如呼吸循环系统的变化等。也注意到了移情现象，提出对象之所以美，是主体把自身的活动投射到对象中，感受到一种增加生活活力的快感。作者后受到里普斯影响，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本书对于西方移情说的研究和传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美》
 　（The Beautiful）　英国浮龙·李著。移情说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13年。受里普斯影响，集中讨论了移情现象。认为审美移情在于主体把真实的和记忆中的运动感觉投射到被知觉的对象中去，如人们说“山峰升起”，是把主体心中的“升起”这一动作和观念转移到山峰上去。指出“我们有把知觉主体的活动融合于对象性质的倾向，我们从自己移置到所见到的山的形状上去的不仅是现时实际进行的‘升起’活动的观念，而且还有一般‘升起’观念所涉及的思想和情绪”，“正是通过这种过程，我们使山把自己升起来。这种过程就是我所说的移情作用。”书中提出在审美观赏中，主体只能欣赏对象的可以被直接感知的那一方面，美感也就是对直接感知方面的观照。审美欣赏得到的满足纯粹是观照性的满足。这是浮龙·李继《美与丑》之后又一篇论述移情现象的重要论文，对移情说的传播产生过一定影响。


《牛津诗歌讲义》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英国布拉德雷著。1906年出版于伦敦。系作者于牛津大学教授诗学的讲义汇集，其中以“为诗而诗”一文最有代表性。该书从新黑格尔主义出发，将诗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分开，认为诗即让人经历一连串想象性的由声音、形象、思想、感情等组成的经验，在诗中，这种经验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为自己而存在，有其内在自有的价值。外在的价值，如教诲、宗教、宣泄等不能产生满足人意的想象性经验，都不是诗的价值。诗的本质并非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或摹本，诗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自己管自己的世界。承认诗与生命有许多联系，但它们是不同种类的存在，诗能满足想象，但不真实；生命虽真实，但缺少令人满意的想象。本书在艺术世界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诗与生命有关等观点上同黑格尔的美学观一脉相承，但在轻视理念、忽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等方面则背离了黑格尔。


《作为艺术要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
 （“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　英国布洛著。1912年用英文发表在《英国心理学》杂志第五卷。为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的代表作。该文分为三部分十三节，系统阐述了心理距离说。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距离”这个术语的意义，以及作为艺术和审美原则的“距离”的特殊含义；第二部分主要是剖析“心理距离”如何形成审美态度及其在审美和艺术中的应用；第三部分是把“心理距离”上升为艺术和审美的根本原则和理论。该文后被收入多种现代美学读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广泛影响。


《剧作法》
 （Play Making：A Manual of Craftsmanship）　英国近代戏剧理论家阿契尔著（WilliamArcher，1856—1924）。1912年出版。该书以序曲、开端、中部、结尾、尾声五个篇章总结了19世纪前欧洲传统戏剧理论及剧作实践，并对戏剧创作中主题、布局、表现方式、节奏及对白等一些基本问题和方法作了细致阐发。将小说与戏剧相比较，提出戏剧理论中的“激变说”，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戏剧则是“激变”（crisis，或译“危机”）的艺术，戏剧所处理的是人的命运或环境中的一次激变，这是戏剧的本质。该书“在许多例子中都引用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使英国剧坛接受了易卜生的影响，促进了关注现实、具有鲜明批判性的19世纪末英国现实主义“新戏剧”的出现。


《艺术》
 （Art）　英国贝尔著。1913年初版于伦敦，至1930年已连续印刷了九次。自1928年至1949年修订了四次。全书共五章，分别为：“什么是艺术”、“艺术与生活”、“基督教艺术‘坡道’”、“运动”和“未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章和第四章。第一章主要讨论艺术的本质问题，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论断以及“有意味的形式”即“终极现实”或“物自体”的观点。第四章论述以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为代表的后期印象主义艺术，对这派艺术的基本创作原则（即简化和构图）作了详细分析。该书竭力为后期印象派和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辩护，并从理论上对这些艺术流派加以总结。该书被认为是现代派艺术理论的代表作，并奠定了贝尔作为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主要代表的地位。该书词锋锐利，文风俊爽，但在论证上往往失之简单，且有循环论证之不足。例如，书中的“有意味的形式”是指可以引起特定审美感情的形状、色彩的组合，但审美感情又是由“有意味的形式”所激发的。多年来，该书一直受到欧美艺术界和美学界的重视，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有意味的形式”已成为西方美学和艺术中最流行的口头禅。


《视觉与构图》
 （Vision and Design）　英国R．弗莱著。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其1920年前重要的艺术和美学论文的结集。主张一种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把形式看成是引起审美感情的决定因素，把审美感情同生活情感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审美情感是一种纯形式的感情反应。主张艺术应超脱日常的利害感，不涉及本能生活的各种情欲，认为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其创作能够不涉及利害关系；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超功利的想象生活的表现，而不是对现实的模仿。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思考比较周密，提出一个观点时，往往兼谈他的思考过程，并附带一点保留或存疑。如在评论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时，曾通过分析拉斐尔《基督变相图》等作品来说明由这个命题所引起的许多复杂问题，对作品中涉及到的内容未一笔抹煞。本书曾受到贝尔的高度赞扬，认为是“自康德时代以来对这门科学所做的最有益的贡献”，对形式主义美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笔记》
 （Notebooks）　英国维特根斯坦著。是作者为准备写作《逻辑哲学论》所作的笔记中1914—1916年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为写《逻辑哲学论》作了大量笔记，但这些笔记大部分按作者的吩咐被销毁了，其中的三本（1914—1916）却被偶然保存下来。作者逝世后，安斯康波和乔治·赖特将它编辑成书，并由安斯康波从德文原文译成英文，1961年以德英对照本的形式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笔记提供了作者为解决《逻辑哲学论》中的问题而艰苦努力的生动情景。该书的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心理学、美学、艺术、语言学、逻辑学等多方面问题。文风上既有格言警句式简洁明快的一面，也有晦涩、枯燥的一面。各个部分相对独立。在论及美学问题时，认为“艺术的目的是美，这个概念肯定是有道理的。而美是使人幸福的东西。”但幸福的生活没有客观标志。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甚至会是痛苦的，但是如实地认识世界并现实地接受世界，才会导致幸福，具有浓厚的消极色彩。把实在性看作是艺术的原则和最高的审美价值。认为实在性是指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世界存在”这个奇迹；“好的艺术是完全的表达”。艺术表达能比用言语表达更多的东西。作者早期美学思想中关于伦理学和美学同一的思想在书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逻辑哲学论》
 （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gical-Philosophical Treatise）　英国维特根斯坦著。完成于1918年秋。德文本最初于1921年发表在德国《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上。1922年在伦敦以德英对照本的形式用拉丁文书名出版，罗素为该书写了导论。新修改过的英文版1961年在伦敦出版。该书文句简洁，用阿拉伯数字加以编号。该书的目的在于澄清哲学中存在的“语言逻辑的误解”，总的意义可用两句话概括：“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书中涉及广泛的哲学问题，提出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认为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原子事实是指将对象和事物结合起来的基本逻辑结构。原子事实并不是客观的物质事实，而是一种非心、非物的中性的东西。还提出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证实原则等重要哲学观点。在消除哲学中的语言“误解”的口号下，把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等哲学基本命题看作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假命题，成为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作。该书没有直接论述美学问题，仅个别地方谈到了美和美学，认为“美学和伦理学是同一的”，并把“什么是美”这样的命题看成是没有意义的，不能表述的，对此应该沉默。该书是前期分析哲学的代表作，在西方各国被奉为经典，产生了极大影响。


《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
 （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　英国维特根斯坦著。是作者多年讲演和谈话的汇集。在作者死后由巴瑞特和布莱克威尔（Basil Blackwell）编辑，1966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认为在美学中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误解，即把“美的”这个词误解成对象有一种美的性质。提出美是一个形容词，当人们评论一个对象“这是美的”时，不过是表现了一种情感、一种赞成的态度或者一声喝采而已。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当审美判断是由像‘美的’、‘美好的’之类的审美形容词构成时，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明确否定美有统一的、客观的本质。主张把美学与心理学区别开来，认为主体在欣赏艺术品时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并不能解释作品本身。心理学的解释混淆了审美反应与物理反应。还认为评判艺术作品有一定规则，只有掌握规则的体系，才可能评判作品。但艺术天才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套艺术规则，而必定会对它作出某种改变。本书奠定了分析美学的理论基础。


《美学基础》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英国瑞恰兹和C.K.奥格登、J.伍德合著。1921年在伦敦出版。运用语义分析方法对美学基本问题进行细密考察，提出了语义学美学的基本思想。认为通常使用的美学术语往往是含混的，主张对美学概念进行语义分析，以澄清概念。书中列举分析了美学史上16种“美”的定义，指出在讨论美学问题和艺术作品时使用的语言都是不严格的，虚幻的，掩盖了被讨论的对象的真正本质。主张从每一定义与下定义者的意图和背景的相互关系中寻求各种艺术批评术语在逻辑上的明晰性和群众对它们的赞同。认为美学上长期的论战是无益的和无意义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同一个语词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把美定义为一种有助于产生各种感觉平衡的东西。认为在进行艺术批评时，有必要研究每个词的实际用法。不应争论某词究竟具有一种什么含义，而应去寻找它被用来表示哪几种概念，以及它所表示的人们对各种艺术的态度和反应。该书关于语义分析的理论对于后来的分析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学批评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英国瑞恰兹著。1924年在伦敦出版。书中宣传了他的语义学美学思想。认为艺术是人类传达活动的最高形式；传达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人们有着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结构；艺术价值是与作为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冲动的满足分不开的，冲动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提出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没有本质的区别，审美经验是一种经过良好组织的日常生活经验，两者的区别仅在冲动量的多寡。美感经验具有忘我、排除利害关系、超然的态度和能够交流等特点。对立冲动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经验的基础。认为只有能以其特征对主体产生出某种情感效果或能使主体在艺术的效果中知觉到“美”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才能成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只要能在读者心理上产生前后连贯的统一效果，就具有艺术的真实，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该书对现代西方美学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小说技巧》
 （The Craft of Fiction）　英国卢伯克（Percy Lubbock，1879—1965）著。1921年出版。该书通过对福楼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詹姆斯等人作品的分析，集中讨论了小说创作技巧和艺术形式。认为小说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视点——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小说技巧意味着作者的某种价值倾向，真正的艺术家不是用直白，而是用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小说必须有一个使形式技巧与故事内容有机结合的中心。该书是西方小说美学的入门书。


《批评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英国艾略特著。1923年在伦敦出版。此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关于文学和批评的“有机的整体”和“非个人化”的新批评派美学观点。认为文学不是某些作家写下的作品的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别的文学作品只有紧密联系成为一个体系才有意义。一种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事业，把一些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构成了现存艺术的理想秩序，新作品的加入会使这个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重新调整。主张艺术作品的“非个人化”，认为就作家与其创作和作品的关系而言，创作过程是作家不断牺牲自己、消灭自己个性的过程。艺术的感情不应是表现个性，而应是逃避个性，表现人类的共同感情；当作家寻求表现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媒介）时也扩大了感情的可交流性，使之为更多人体验和理解。该书还对文学批评的任务、特点和方法作了阐述。认为批评是指用文字所表达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和解释，目的是解说艺术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能力。认为写作活动本身是一种批评。最好最有效的批评是与作家的创作活动相结合的那种批评。批评家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要有高度的事实感。事实感只有通过打破事实最外层的重浊的幻想色彩，深入到层次繁多的事实领域才能发展起来。该书为新批评派美学思想奠定了基本思路，对于20世纪美学和文艺批评的重点由作者转向作品文本提供了理论依据。


《艺术哲学大纲》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Art）　英国科林伍德著。1925年在伦敦出版。是他早年阐述表现主义美学的著作。该书基本上重复了克罗齐的观点，但更强调想象在艺术中的作用。认为艺术即想象，即纯粹的想象，而想象是一种先于逻辑判断的活动。把人的精神生活分成五个连续的阶段：艺术、宗教、科学、历史和哲学。对表现的阐述，与“表现即直觉”不同，以“想象”代替“直觉”，认为想象不同于知觉和推理，艺术想象是一种主动的活动，以美作为指导原则，美的东西既不多于也不少于想象的东西。认为艺术与游戏在想象上是相同的，艺术和想象可以同样正确地被称为游戏。艺术不涉及推理的真与假的问题，只与表现性有关。该书在传播表现主义美学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艺术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Art）　英国科林伍德著。1934年于伦敦出版。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此书遵循克罗齐的想象与表现同一的基本命题，以及表现即语言的观点，作了多方面的发挥。全书分艺术与非艺术、想象论、艺术论三大部分，分别讨论：真正的艺术与非艺术事物的区别，即美学研究的对象；表现主义美学的重要术语，即对艺术的哲学思考；艺术与语言、真理和社会的关系，即艺术和艺术家的义务等问题。认为艺术的基本特征不是再现，而是情感表现，本质上是一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创造活动，以再现现实生活来激发感情的巫术艺术和娱乐艺术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只是技艺。书中把艺术中的表现情感，与描述情感、暴露情感、唤起情感加以区分，认为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并在表现中使之个性化。而那种在成功的自我表现中的特殊感受，就是特殊的审美情感。艺术创造不是物质媒介的传达，艺术品只要在艺术家的头脑里占有了位置，就可认为已被创造出来，而一件具体的艺术品，只是真实艺术作品的附属物。真正艺术的作品是想象中的某种东西，从艺术品中可获得两种东西：特殊化的感官经验；非特殊化的想象性经验。认为艺术的表现或想象就是语言问题，艺术活动不是使用现成的语言，而是创造语言。与克罗齐不同，他承认思维本身虽不在表现范围之内，但所表现的情感是思维者的情感，还认为艺术与历史生活有联系，艺术家所说出的秘密是属于那个社会的，因而成为社会的代言人，艺术也就具有预言性质。本书促进了表现主义美学在英法等国的传播，被译成各种文字，一版再版，产生了很大影响。


《小说面面观》
 （Aspects of the Novel）　英国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著。1927年出版。使用谈话式的方法和轻松的语调从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与节奏七个方面来剖析小说，提出了“扁平”人物和“浑圆”人物的著名观点，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小说美学著作。针对当时小说地位不高的现实，努力提高小说的地位，把小说界定为诗和历史之间的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认为它是独立的有机整体，是诸多因素的相互协调，应使小说具有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一样的节奏感。作家在创作中处于潜意识状态，小说中的人物高于现实中的人物，具有真实性。


《小说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苏格兰缪尔（Edwin Miur，1887—1959）著。1928年问世。与之前的卢伯克《小说技巧》和福斯特《小说的结构》一起被认为是标志着西方小说美学的首次崛起的里程碑作品。该书主要研究小说怎样通过叙述的结构来表现小说的时间与空间，书中探索了小说所能采取的各种不同样式及其规律，并为这些规律寻找美学上的正当理由。他把小说主要分为人物小说（如萨克雷的《名利场》，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以及狄更斯的小说），戏剧性小说（例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及哈代和简·奥斯丁的小说）和纪实小说（例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阿诺德·贝纳特的《老妇人的故事》）。认为在所有小说中，总有一个足以说明这种区分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对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近代美学史评述》
 （A Cr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英国李斯托威尔著。1933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初版。该书对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前30年西方美学中众多流派作了较为客观、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全书19章，分为两大部分，此外还包括一个序言和一个结论。第一部分“历史”，按主观的美学理论和客观的美学理论两大类介绍了14个不同的流派；第二部分“批评和建设”，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前面介绍的14个美学流派的扼要评价及对工艺美术、发生学美学和5种美学范畴的论述。二是阐述作者的几个重要观点。认为就内容而言，在生命和无机界，美表现为种类上的完满性和理想的典型，但这不意味着美等于典型，美的最本质特征是作为人类灵魂面临事物的一种特殊态度。美感经验的突出特征是对于个别对象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没有利害感的，和谐的观照。只有在移情现象中才能抓住美感经验的本质。崇高是人赋予物的，是一种灵魂的高尚和伟大。本书的基本特点是试图调和主观美学理论与客观美学理论。但基本倾向是站在主观的美学理论方面，并特别推崇移情说。本书材料丰富，条理清晰，可以作为鲍桑葵《美学史》的续篇，对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幻想与现实》
 （Illusion and Reality）　英国考德威尔著。1937年出版。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基础，夹杂大量心理学、人类学、宗教概念，从经济基础即“资本原始积累”和相应的政治斗争形势出发来分析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但对作品中人物与经济、政治环境的联系比较直接，因此显得较为生硬。


《现代艺术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Art）　英国里德著。1952年出版。该书以审美活动的生物学本性为理论假设，将艺术心理现象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对20世纪20、30年代以来涌现的各种现代艺术思潮与艺术形式的变迁给予了概括性的评价。认为审美能力是人们首先获得了意识然后又加以提高的一种手段，把杂乱无章的要素逐步组织起来在知觉上便产生了形式，而形式价值的实现便是审美活动。该书对艺术在现代历史中的特殊作用给予了哲学与历史的探讨。


《音乐语言》
 （The Language of Music）　英国音乐理论家D．库克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全书五章。第一章“音乐是怎样一种艺术”，通过对音乐同绘画、建筑、文学的比较，提出“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语言”。第二章“音乐的表情因素”，从音乐形式的角度，具体分析了音乐是怎样作为一种语言来发挥其作用的。第三章“音乐词汇中的一些基本术语”，从整体的角度，归纳出欧洲调性音乐作品中最常见的16种旋律音型及表情性质，探讨了“音乐词汇中的基本术语”为了表情的目的而相互融合。第四章“音乐的传达过程”和第五章“音乐语言的广义作用”，通过分析音乐的传达过程，着力探讨“大型音乐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去表述情感”，认为大型作品在形式上的同一性根源于情感上的统一性，并以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和威廉姆斯（Vaughan Williams）的第6交响曲为例加以阐述。该书试图为音乐语言词汇具有综合性的分类打下基础。认为音乐不能表达概念，只能表达情感，因此音乐分析既不应该是“一种纯形式研究”，也不是“一种陶醉在文字中的自我幻想”。强调，一切创作调性音乐的作曲家都是用同样的或近似的旋律、和声及节奏去感染听众。为证明这一观点，书中引用数百个音乐案例，通过分析音高、时间和音量三个维度中的表情手段，具体说明各类情感该用何种手段去实现。该书在西方被称为二战后重要的音乐学著作之一。


《艺术与幻觉》
 （Art and Illusion）　又译《艺术与错觉》。全名为《艺术与幻象：绘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英国贡布里希著。1960年在伦敦出版。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该书重点探讨绘画再现的心理学问题。全书分四大部分，“导言”谈心理学与风格之谜；第一部分论写真的限制；第二部分论功能与形式；第三部分论观赏者对艺术幻象创造的分担作用；第四部分从视觉分析和再现到表现等方面论述创造与发现问题。其中第九章“艺术中的视觉分析”是全书的中心章节，把文化史和心理学结合起来研究艺术，提出“预成图式修正”的公式和“制作先于匹配”的命题。认为“文化”是奠基于人充当制作者的能力；不同的传统技巧像筛子一样只允许预成图式的那些特征进入画面，所以一切艺术都源出于人类的心灵，出自我们对世界的反应所形成的“预成图式”，而非出自可视世界的本身。认为再现不是复制，而是在画家心理定向中用色彩重新构成的幻象，所有的再现都基于艺术家学习使用的“预成图式”，人正是用它来抓住不断流变的经验。强调创作与鉴赏中想象力的重要性，认为艺术家的本领就在于能对带着多义性的刺激加以整理、想象和推知，使之带有整序性。同样，观画者也应具有这种想象性的模仿能力。画面中的形象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想象把二维平面上的色块组合补全为三维空间的幻象，并加以译解，使视觉世界的外观形式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此书对艺术心理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了独特的探讨和贡献，在世界各国艺术和艺术理论界发生了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英国伊格尔顿著。1976年英国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出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文学与历史”、“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倾向”和“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该书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为依据，并借用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的文艺观点，着重分析、批判了欧洲一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戈德曼、考德威尔、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见解，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只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点，也不限于西方所谓“文学社会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相应关系，因而文学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文学创作必须具有公开的阶级性这条原则只适用于党的文学，不适用于全部文学创作。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口号是“错误的”，斯大林对文艺进行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摧毁性打击”。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它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作像照镜子和照相那样被动、机械的关系。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批评与意识形态》
 （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副书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英国伊格尔顿著。1976年出版。该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并用“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去分析评论西方现当代各种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提出以六个基本范畴，即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文本阐发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文本是其他范畴的产物，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具体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复杂的历史结合。指出，当代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就是文学的价值问题。他把价值问题纳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这一理论框架之中，使价值论与生产论、意识形态论统一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给文学价值提出一个辩证的解释，在文学生产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价值问题。该书在当代西方美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美学意识形态》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英国伊格尔顿著。1990年出版。全书共14章，讨论了自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启蒙主义以来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美学家的思想，主要分析19世纪后期以来的德国美学；推崇近现代德国美学的哲学思辨，认为尼采、马克思、S．弗洛伊德是现代最伟大的美学家。认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body）的话语而诞生的；作为一种理论范畴的美学的出现与物质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联。美学范畴在现代欧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斗争中的中心问题。美学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美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并提供了新的选择。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英国学者霍克斯（Terence Hawkes）著。197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初版。是作者在卡加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授课讲义基础上完成。该书梳理和介绍了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渊源：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受他影响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重点介绍了雅各布森、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和巴特几位结构主义文论代表人物的理论核心。在“符号科学”一章中对索绪尔、巴特、雅各布森、皮尔士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也做了简明的概括。该书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之于文学理论的影响视为相对于英美新批评而言的一种“‘新’新批评”。该书叙述简明扼要，文字浅显，为了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入门读物。


《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
 （Abstraction and Artifice in Twentieth-century Art）　英国奥斯本著。1979年出版。作者以信息论的理论概念对艺术进行了颇为独特的界定。认为艺术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可以分为三类，语义信息（Semantic Information）、符号信息（Syntactical Information）和表现信息（Expressive Information）。当语义信息和符号信息的需求取得均衡时，就获得了“自然主义艺术”。20世纪以来的西方艺术，“重点放到符号信息而不是语义信息”，使语义和符号特点共同作用于表现性特征成为突出的现象。这一趋势在各艺术分支中流行后，形成 了不同的“抽象”（abstraction）方式。书中，作者介绍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包括立体主义、知觉写实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新感觉主义等西方主要的艺术流派和艺术运动中“抽象”的不同表现和审美追求。


《意图的模式》
 （Patterns of Intention：On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Pictures）　副书名《关于绘画的历史说明》。英国文化史家、批评家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著。1985年出版。是作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的尤纳人文学科系列讲座讲稿的修订本。认为对绘画的历史说明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这种描述实质上是欣赏绘画之后的思维的再现，比喻词、原因词、效果词在这种描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又必须以图画的在场而得以精确，通过论证和直证发挥作用。书中以贝克（Benjamin Baber，1939—）的《福斯桥》、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的《卡恩韦勒肖像》、夏尔丹（Jean-Simeon Chardin,1699—1779）的《饮茶的妇女》、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15—1492）的《基督受洗》四部艺术作品为个案分析，逐步确立了对绘画作品进行历史说明的方法。指出，谈论绘画的意图时，其实必然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假设：作者的创作乃是有意图的行动，由此方可深入到对画家与环境的关系的描述，而对这一历史的对象的具体说明则可以通过把它们当作情景中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并通过重构这三者（情景、问题、办法）之间的合理关系来进行说明。该书还涉及到时代思想体系同绘画之间的关系、使用何种标准以评判说明、推论的相对正确性等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声称有一种观看图画的正确方法是荒谬的”，从而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理论空间。

法国


《论音乐》
 （Compendium Musicae；Compendium of Music）　亦译《音乐提要》。法国笛卡儿著。1618年出版。作者认为本书最接近其审美趣味并符合其理性信念。把美同愉悦性相联系，认为声音的美在于声音的愉快，刺激与反应相当才能产生愉快的声音。在各种声音中，人的声音“与我们的精神最为一致”，最令人愉快。认为音乐节奏的一般趋势与人们心中的情感或激情相似：缓慢的节拍引起从容与呆滞的情绪，诸如消沉或悲哀之情；灵活和轻快的节拍引起敏捷与活泼的情绪，诸如欢快或愤怒之情。以“同声相应”的自然法则来说明音乐的作用及人们对声音的爱好。主张在审美感受中避免各种极端。该书的主要观点没有超出毕达哥拉斯学派。


《音乐提要》
 　即“《论音乐》”。


《论方法》
 （Discours de la méthode；Discourse on the Method）　亦译《方法说》。法国笛卡儿著。1637年笛卡儿匿名发表《论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由一篇导论和三篇论文组成，后导论部分被称为《论方法》。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认为在一切可靠真理中，唯一可靠的乃是由于我思维所以我存在这一真理。“我是实体，实体的整个本质或本性是思维，实体本身的存在不需要地盘，不依赖于任何物体。”推崇理性，认为一切要凭理性去判断；主张理性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与经验和实践没有关联。认为想象同感觉一样是不可靠的。艺术是理智的产物，不是想象的产物。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辨别美与丑，真与伪，创作出完美的作品。该书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为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和欧洲理性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


《〈太太学堂〉的批评》
 （La Critique de “L'École des femmes”；the Critique of “the for Wives”）　独幕剧本。法国莫里哀作于1663年。为回击沙龙人物对其风俗喜剧《太太学堂》的指责而写。通过人物的对话，讨论了喜剧问题。强调喜剧要反映现实，喜剧评论的标准是常识、理性和对观众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不是规矩、法则。指出评论一出戏“最好的方式”是“就戏看戏，没有盲目的成见，也没有假意的奉承，也没有好笑的苛求”。认为喜剧具有社会制裁力，能“纠正人的恶习”。喜剧写作的最大法则是使人“得到快感”。追求奇异而又不违反真实。提倡文艺创作面向观众，反对迷信古人，含有现实主义倾向，对后人有一定影响。


《诗的艺术》
 （The Art of Poetry）　又称《论诗艺》。法国布瓦洛著。1669—1674年写成。全书以诗体写成，共分四部分。第一章总论，涉及创作灵感、写诗须遵循的理性原则、法国诗歌的传统等。第二章论次要诗体，有牧歌、悲歌、颂歌、商籁、箴铭、循环歌、讽刺诗、揶揄调、歌谣等十二类。第三章论主要诗体，有悲剧、史诗、喜剧三大类。第四章关于理性与品格的忠告，论述诗人的道德。该书以古罗马贺拉斯的《诗艺》为典范，全面总结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戏剧家的创作经验，并融汇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人的理论观点，形成一套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君主专制政治标准和文艺政策的古典主义理论。曾由路易十四亲自审阅，作者因此被任命为王室史官，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书中以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为哲学理论基础，强调“理性”是文艺创作的准绳。要求文艺创作模仿自然，自然即天生事物的常情常理、天生的自然人性。要求文艺创作向古人学习。认为古人的作品经历了时间考验，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应当学习、接受、模仿古人的题材、手法。该书接受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近情近理”思想，强调“逼真”，“可信”。认为只要逼真，艺术可以把丑恶的东西描写成为可供欣赏的对象。要做到逼真，必须抓住人性中普遍永恒的东西，创造典型。该书还强调了戏剧创作的规则等，该书发表后产生广泛影响。在欧洲各国都有译本，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教科书”，作者布瓦洛由此获得“巴纳斯山的立法者”称号，成为古典主义的代言人。


《论诗艺》
 　即“《诗的艺术》”。


《归结为一个统一原则的美的艺术》
 （The Fine Arts Reduced to a Single Principle；Les Beaux Arts réduits aun même principe）　法国巴托著。1746年出版。书中提出了现代意义上“艺术”的观念。他把广义的艺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的艺术，如农业、纺织等；第二类以引起心灵快感为目的的艺术即“美的艺术”，它们联结了音乐、诗歌、绘画、雕刻和舞蹈；第三类兼有效用和快感的艺术，如雄辩术和建筑（也可以包括现在的工艺美术、设计美术、实用美术等）。巴托用“美的艺术”的概念，把三种艺术联结在一起，划分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把它从技艺以及科学、宗教中分离出来，使艺术有了独立的地位。这在世界美学史上是有开创意义的。从此，艺术作为人类独特的精神领域独立了出来，近代西方“美的艺术体系”诞生了。


《论史诗》
 （Essai sur la poesie epique；Essay on Epic Poetry）　法国伏尔泰著。写于1732年。集中体现了伏尔泰的美学思想。认为束缚艺术的清规戒律，多半无益而有害。和物质世界的一切不相同，诗、艺术全凭想象和创新。主张多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不同民族、国家里存在的为所有民族共同接受的关于鉴赏趣味的准则，以及各个国家各自的特殊欣赏趣味。指出要透彻地理解艺术，就须了解艺术在不同国家里发展的方式。通过考察别国的作品、习俗，才能寻求到共同的艺术欣赏趣味。指出评判作品的责任是读者的，相信读者的评判，“将能区别永恒的普遍的美和局部的暂时的美”。要求辩证地对待古典作品，指出“我们应该吸取他们语言和风俗习惯中一切美的东西。在任何方面都逐字逐句地学步古人是一个可笑的错误”。该书在西方批评界被看作比较文学的理论先驱。


《哲学词典》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又译《简便哲学辞典》。法国伏尔泰著。1764年发表。中心内容是提出改革教会和国家的要求，责难教士对国家法权的侵犯，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百科全书。在有关条目中阐发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分析了美、审美趣味、想象、天才、优雅等概念，指出美具有相对性，美的观念受国家、种族和地理环境的制约，美感带有主观性。重视审美趣味，力图借助于审美趣味克服感性与理性、天性与教育、私利与公益之间的矛盾。指出“审美趣味”和“天才”的区别，前者是辨别美、丑的能力，后者是创新的能力。具有巨大才能但没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不能被称为天才。认为拉辛和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既缺乏审美趣味又不是天才，莎士比亚称得上天才，但审美趣味不足。审美趣味可以培养，艺术在其中起首要作用，培养审美趣味是全民族的任务。在艺术和科学发达的社会中，审美趣味才能达到高度的完善。指出优雅是精确性和愉悦性的结合，是美和完善的重要品质，它赋予喜剧性和崇高的东西以尊严、天真、轻巧和单纯。


《简便哲学辞典》
 　即“《哲学辞典》”。


《论科学与艺术》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全称《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法国卢梭著。为作者1749年响应第戎学院（L'Academie de Dijon）的征文所写，次年获奖，因此成名。作者在“返归自然”的主导思想指引下，批判科学和艺术，谴责古代神话和雅典文艺是道德堕落的产物，坚持善、美的统一。认为有了艺术，便没有公民，必须重视道德教化，使艺术家洁身自好，写出有益的著作，在道德上对人类作出贡献。该文是柏拉图《理想国》文艺观的翻版。


《论美》
 　（Beau；Beauty）　法国狄德罗著。原为作者1750年发表在《百科全书》第二卷中的专题条目“论美”，后收入《狄德罗全集》，定题为《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质的哲学探讨》。该文回顾了美的研究历史，认为从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关于美的论述根本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可分为客观唯心主义（如柏拉图、奥古斯丁）和主观唯心主义（如沃尔夫）两类。在对流行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予以全面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美的根源和性质，提出美在关系说。强调美的客观性，认为美是一种不以欣赏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关系，这种实在关系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人的悟性不能改变它，悟性中的关系是实在关系的反映。主张有实在的美和相对的（见到的）美，实在的美是就对象本身的内部关系而言，相对美是指对象间比较的关系。美分为“外在于我的美”和“关系到我的美”。该书对西方美学史上唯物主义美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指导作用。


《论戏剧艺术》
 （Discours sur la poesie dramatique；Discourse on Dramatic Poetry）　亦译《论戏剧体诗》。法国狄德罗著。写于1758年，附在其剧本《一家之主》后面。全文共二十二节，以严肃戏剧作为论述中心，从内容题材、情节布局到服装、布景、舞台调度，提出一整套具有独创性的意见。全篇近于随笔，文笔生动。主张戏剧体裁改革，提出设立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严肃喜剧”。要求剧作家注意钻研人物性格，把观众的全部兴趣引向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主张性格描写与情境相结合，不脱离人物的社会身份、家庭、职业、友敌关系。重视戏剧创作中艺术想象的作用，分析了想象的实质，认为想象以认识事物普遍规律为前提，按照它们在自然中所必然有的前后次序，根据一定的逻辑，追忆无数个别事物形象。作者在关于想象的定义中显示出对形象思维的虚构性与它的逻辑性之间的联系的认识。强调戏剧具有道德教育作用，认为“剧中可以直接提出道德问题而且获得效果”，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好好地学习”，“攻读历史、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和艺术”，使自己“从性格、作风中建立高度的道德品质，使之散发伟大、正直的光彩，以笼罩一切创作”。本文提出的关于严肃剧种的理论，对欧洲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戏剧从古典型、封建性转变为话剧型、市民性，为现代话剧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沙龙》
 （Salons；Salons）　即《沙龙随笔》。法国狄德罗著。法国艺术界每两年在巴黎举办一次画展，称之为“沙龙”。狄德罗应格里姆（F. M. Grimm，1723—1807）之约在《文学通讯》上为沙龙撰写画评，前后共九篇（1759、1761、1763、1765、1767、1769、1771、1775、1781）。其中心内容是批评从1759年到1781年在巴黎展览的绘画和雕刻中的浮华纤巧的古典主义风格，力图以生动深刻的浪漫风格扭转法国造型艺术的风气。重视绘画中人的社会关系，推崇格勒兹（Jean-Baptise Greuze，1725—1805）的作品，认为其社会风俗画生动地表现了人的日常生活和人情风俗，精确地描绘出画中人的身份、地位、个性、心情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审美趣味上主张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掺以浪漫主义。在《1767年沙龙随笔》中提出，风景画家须在田园景色中加上虚构想象，使人在其中除了看到自然的美景外，还看到生活中最甜蜜或者最可怖的事物。该书被认为真正开创了法国的艺术批评，起到了扭转风气的作用，对19世纪绘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至今仍是法国人心目中艺术批评的典范。


《论画》
 （Essais sur la peinture；Essay on Painting）　法国狄德罗著。共七章，是写给德国文学批评家格里姆的。前五章于1766年底发表于《文学通讯》。七章的全文于1795年由布依松书局第一次出版。文中阐述了狄德罗的绘画理论，其根本观点是“美在关系”说。认为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和善之上再加上一种稀有的光辉灿烂的情境，真和善就变成美。主张绘画艺术要模仿自然，画家模仿愈周全，愈符合因果关系，作品就愈成功。强调画家要用眼睛观察自然界，采取大自然的色调；要观察和表现社会中每一阶层公民的性格、表情和不同容貌；要富有同情心，研究人的种种幸福与痛苦，要培养丰富的想象力，保持热情与理智的严格平衡；要重视绘画的道德教育作用，成为人类的教导者，人生痛苦的慰藉者，罪恶的惩罚者和德行的酬谢者。狄德罗的绘画理论反映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民主倾向、群众观点和尊重现实、情理兼顾的进步精神。


《谈演员》
 （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Paradox of the Actor）　又译《演员奇谈》。法国狄德罗著。原是为《嘉理克或英国演员》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文章，刊登在1770年的《文学通讯》上。后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补充，历时近十年之久。狄德罗去世后，于1830年第一次出版。它以对话形式讨论有关演员表演艺术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戏剧舞台上有两种演员，一种是模仿性的演员，一种是依靠自然禀赋的演员。前者凭借了解人心，练达人情世故，勤奋工作，积累经验，熟悉戏剧行当进行表演；后者凭借本人的品格、仪表、声音、判断能力、灵敏的感觉进行表演。认为伟大的演员不动感情，“必须经常摆脱感情因素”，具有很高的判断力、洞察力，表演时凭对人性的钻研，凭想象和记忆，完美地掌握模仿一切的艺术，能应付裕如地表演各种性格和角色。认为戏剧舞台如同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才能高低不同的演员之间必须建立平衡，以便使演出达到统一的整体的完美。主张伟大的戏剧作家应该了解生活，“特别用心观察他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戏剧家越接近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国家，就越不会遵守古希腊以来立下的各种戏剧“规矩”。该书与作者其他的戏剧理论一样，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引导法国的戏剧从古典主义走上现实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演员奇谈》
 　即“《谈演员》”。


《舞蹈和舞剧书信集》
 （Lettres sur la danse et sur les ballets；Letters on Dancing and Ballets）　法国舞蹈理论家诺维尔（Jean Georges Noverre，1727—1810）著。1760年分别在里昂和斯图加特出版。针对当时空洞无物、炫耀技巧的舞蹈，提出了“情节舞蹈”的概念，提倡舞蹈应该模仿自然（即生活），以自然为范本，舞蹈应作为舞剧的主要表情手段。提出舞剧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应在艺术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舞蹈家应利用自己的艺术手段去揭露和鞭挞恶习，颂扬和褒奖善行。舞剧的主题应该由动作来表现，而动作应该是自然的和易于理解的，它应该与哑剧、音乐、美术设计等其他形式要素一起为体现内容、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情节服务。该书为现实主义舞剧理论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芭蕾艺术的发展方向。


《〈克伦威尔〉序言》
 （Préface de Cromwell；Preface to Cromwell）　法国雨果著。1827年发表。是作者为自己的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写的序。作者在文中抨击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全面提出浪漫主义的纲领。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强调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艺术题材。提出艺术的对照原则，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素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提出艺术选择的问题，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但艺术的真实高于现实的真实，为了达到艺术的真实，艺术家必须选择有特点的而不是“美”的东西，使艺术形象既渗透着时代的色彩，又具有丰富的个性。


《戏剧的法则》
 （La Loi du Theatre；The Law of the Drama）　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Ferdinand Brunetiere，1849—1906）著。发表于1894年。该书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戏剧的“中心问题”在于“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这一看法，明确地将冲突作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由此构建了他的“冲突说”。认为：“戏剧的一般规律是由意识到自己意志的行动来界定，戏剧的种类也由这种意志所遇到的阻力的性质而加以区别。”这种有意识的行动和它的阻力构成了冲突。“意志冲突”决定了“戏剧是表现凡人同那些限制我们的神秘力量或自然力量斗争时的意志。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活活地被推上舞台，去同命运、同社会法律、同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凡人进行斗争；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同自己斗争；同野心、权力、偏见、愚蠢以及周围人的一切恶毒的行为进行斗争。”“冲突说”得到了许多戏剧理论家的赞同，而“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的说法也在长时间内为中国戏剧理论和批评界所认同。


《英国文学史》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法国丹纳著。本书以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系统阐述了决定艺术与审美趣味发展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要素的理论。认为任何一种艺术或艺术流派都只能产生于由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种因素形成的精神气候中。种族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是内部主流，“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序言》）；环境包含自然地理、人类群体等因素，是外部压力；时代包含时代精神、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是前两者的合力，是后天的动量。在这三者中，种族的影响是主要的，最终起决定作用。认为在考察那作为内部主源、外部压力和后天动力的“种族”、“环境”和“时代”时，人们不仅彻底研究了实际原因的全部，也彻底地研究了可能的动因的全部。这一理论后在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西方学者将这一理论归为“社会学派”。书中还对文学评价问题作了论述，主张文学应表达作家的感情，使情成体。


《艺术哲学》
 （Philosophie de l'art；The Philosophy of Art）　法国丹纳著。是作者于1865—1869年在巴黎美术学院讲授美术和艺术史课程的讲课稿，按讲课的进程陆续整理出版。1865年出《艺术哲学》（今第一编）；1866年出《意大利的艺术哲学》（今第二编）；1867年出《艺术中的理想》（今第五编）；1868—1869年续出《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和《希腊的艺术哲学》（今第三、四编）。后辑合成一书。本书从自然科学与实证哲学的角度解释和研究文艺现象，主张艺术创造和审美趣味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认为“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但美学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美学研究方法若“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与谨严的态度，就能有同样稳固的基础，同样的进步”。提出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指出艺术家如不能适应社会的环境和满足社会的要求，就会被淘汰。他的批评理论，在西方被归为社会学派，至今在欧洲学术界仍有一定的影响。


《罗丹艺术论》
 （L'Art；Art）　法国罗丹著。由万赛尔据罗丹口述记录整理而成。该书集中反映了罗丹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主张艺术要尊重自然，坚持写实方向，认为艺术家既要仆人似的忠实于自然，服从自然的命令，又要通过心灵和眼睛理解自然的内部，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渗入作品中。提出美在于真的观点，认为美只有一种，即显示真实的美。艺术家能够发现在外形下透露出来的内在真理，这个真理即美本身。书中强调技巧的运用，认为轻视技法的艺术家永远达不到目的。重视艺术表现人体运动和力量的美，主张创造出生命的幻象。该书出版后对现代雕塑和绘画美学有较大影响。中译本解放前曾有问世，题为《美术论》。后改名为《罗丹艺术论》。


《美学探奇》
 （Curiosites Esthétiques；Aesthetic Curiosities）　法国波德莱尔著。1868年他死后出版于巴黎。是作者重要艺术评论文章汇集，包括1846年、1851年的《沙龙》和《浪漫主义艺术》，以及《德拉克洛瓦》等。集中表现了作者为艺术而艺术以及美在恶之中的美学观点。书中对同时代许多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的评析，对各门类的艺术特别是诗和绘画、雕塑的特征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对美与恶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认为罪由自然本性导致，美好的善却是人为的，超自然的，谈善不能忽视恶，谈美不能丢开丑，否则善和美都是不全面的和虚伪的。美应带有热忱，也带有忧郁，欢悦是美的最庸俗的一种装饰品，而神秘、悔恨都是美的灿烂的伴侣。书中赞扬那些描写人生苦恼和恶中之美的艺术家，高度肯定德拉克洛瓦，认为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德性——忧郁。强调诗应摆脱哲学的明晰性和道德的说教，取得大公无私的纯粹之美，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认为一切艺术的本质永远是美的事物通过人的感情、热情和梦想而取得的表现。强调艺术不是复写自然，它宁要幻想的怪物而不要琐碎的东西。认为想象力是各种官能的皇后，也是真理的皇后。它既是分析，又是综合，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产生出一种清新的感觉。提出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把人放在他应有的地位。该书对现代文艺批评和美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论文学》
 （De la li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On Literatur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Social Institutions）　全名《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法国斯达尔夫人著。1880年发表。该书旨在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提出某些社会制度下所产生的文学必然与这些外在条件有关，文学紧紧地依存于这些条件。因而，要正确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必须用文学以外的现象来解释文学，必须从文学和政治制度、宗教状况、风土人情及民族性格的关系中，来探讨某种文学之所以具有某些性质和特点的原因。作者提出了是社会环境而非作家天才决定文学审美特征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开启了法国实证主义美学的先声。


《当代美学问题》
 （Les problemes de l'esthétique contemporaine；The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法国居约著。1884年法国巴黎出版。全书的主导思想是以生活说代替游戏说，批评了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康德和斯宾塞所主张的审美是与利害无涉的自由游戏的观点，认为审美活动与生活的关系密切，不能把审美活动与利害感绝对割裂开来。美和快乐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无本质的不同。书中把人们从有用的东西、从低级感官的活动、从有机的感觉以及从我们的营养功能和生殖功能的满足中所获得的享受，都包括在美感经验之中，认为它们与从欣赏高级艺术中所得到的美感经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书中关于审美活动与生活密切相连的观点在作者的后期著作《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中发展为审美和艺术应产生社会情感的观点。


《康德美学批判》
 （Essai critique sur l'esthétique de Kant；Critical Essay on Kant's Aesthetics）　法国巴希著。1897年在巴黎出版。为移情说的代表作之一。本书的题目与实际内容并不完全相符，它除对康德美学进行研究外，还包括美学史方面的丰富内容，尤其对19世纪德国美学主要流派的论述更为详尽。此外作者还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许多重要美学问题作了阐述。本书的第五章“审美的情感”是全书的核心，着重讨论美感的特点。区别了审美的情感和普通的情感，认为审美的情感最重要的特点是一种同情的社会情感。审美的情感中所包含的感觉上的快感、理智或形式上的快感及来自联想的快感都可归结为审美的同情。着重提出了“同情的象征主义”的理论，认为在审美经验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特征就是由这种同情的象征主义所产生的愉悦。本书确立了巴希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移情说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笑》
 （Le Rire；Laughter）　一译《笑之研究》。法国柏格森著。1900年出版于巴黎，系作者在1899年于《巴黎评论》上发表的三篇评论滑稽的文章的汇编。是直觉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前两篇从生命哲学的立场出发，集中讨论了“笑”这一美学范畴。认为笑或滑稽诉诸纯粹的智力活动，是情感的暂停或一时麻痹，是对不合社会的现象的一种反应。当人们在活生生的社会中看到惰性的、刻板的、造作的东西，与生命的内在的灵活不相调和而像一个无生命的物体的时候，笑就会产生。认为笑作为一种社会制裁手段，制裁与社会离心的行为，使那些孤立或沉睡的活动得以清醒，使与社会不合的刻板僵化的东西恢复灵活和生命。笑具有美学的内容，它产生于当社会和个人摆脱了保存自己的操心，把自己当作艺术品看待的那一刻，具有适应社会的功利目的，又不是纯粹的美学范畴。笑与滑稽介于生活与艺术之间。此书第三篇着重从直觉论出发讨论艺术目的问题，认为在现实和我们之间，垂着一层帷幕，它对常人来说很厚，而对艺术家则几乎透明。常人按生活的需要来把握外物，只留下有用的印象，这种认识是浮在表面、贴在事物上的标签，而艺术的唯一目的是除去那些功利性的象征符号，除去那些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使我们面对现实本身。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艺术家用直觉打破这层帷幕，发现现实的过程。此书用生命哲学和直觉论探讨艺术和笑的本质，奠定了直觉主义美学的基础，开了现代西方美学非理性主义的先声。它对笑和滑稽的研究至今仍有一定价值。


《创化论》
 （L'évolution créatrice；Creative Evolution）　又译《创造进化论》。法国柏格森著。1907年出版于巴黎。直觉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共分四章。第一章论生命的进化，批评机械论与目的论；第二章论生命进化的歧义方向，主要谈两种生命冲动产生世界万物；第三章谈生命的意义，即作为自然的规律和理智的形式而起作用；第四章讨论时间与变化问题，批评虚假的进化论。该书认为生活有许多瞬间，每一瞬间都是一种创造，谁也无法预见将来；我们在不断创造自己，生命同意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某种东西。该书不少地方涉及艺术和美学问题。认为艺术以创造为生命，它对自然的自发性具有潜在的信仰，我们应接受这种不可预测的形式的创造。生命的意向通过若干线条而表现为简单运动，艺术家通过一种共鸣将自己纳入这运动中。凭直觉的努力，艺术家打破设置在他和创作对象之间的界限，获得“美的直觉”，这种美的直觉只能由个人来获得。认为艺术品在创作过程中是无法预见的“无”，这个“无”正是一件艺术作品中的一切，这个“无”摄取了时间，它不是物质，而是形式。该书为直觉主义美学提供了系统的生命哲学基础。


《艺术中的精神》
 （Ü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原名《精神和谐的艺术》,又译《论艺术里的精神》。法国康定斯基著。1911年在慕尼黑用德文出版。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和美学的代表作。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在现代派艺术运动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全书分成两大部分：一般美学和绘画。分别阐述抽象艺术的基本观点及其基本特征、色彩的心理作用、形式和色彩的语言等问题。认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能创造一种精神气氛，直接改进和净化人的心灵。艺术创作的任务是将形式服务于内在意蕴。艺术像精神生活那样是一种向前向上的运动。它像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可以在水平方向分割为若干部分，顶部最窄小的部分经常站立着不为人们所理解的伟大艺术家。整个三角形慢慢向前向上运动，今天的顶点的位置，明天将被第二部分取代，今天的顶点在明天会成为第二部分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当社会发展到宗教、科学和道德被动摇的现代，人类的视线便从外部转向内心。内在需要是绘画中各种大小问题的基础，今天的人们正在寻找一条使自己从外部转向内在基础的道路。绘画虽然已迈出了拒绝三度空间而走向单一平面的重要一步，但还须从物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对心灵比对眼睛更有感染力的和谐结构。该书的艺术和美学思想为西方现代抽象主义艺术提供了理论根据，产生了深刻影响。


《艺术与经院哲学》
 （Art et Scolastique；Art and Scholasticism）　法国马利坦著。1920年出版于巴黎。新托马斯主义美学最早的理论著作。该书追随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思想，提出艺术不属于“知”的领域，只属于“行”之中的制造，但它在于制造审美之物。书中维护老托马斯的美的三要素论：完整性、和谐和鲜明性。把鲜明性改造成体现上帝的存在，对鲜明性重新作了解释，认为鲜明性不必是指某种使我们觉得鲜明的东西，光辉灿烂的东西往往以隐蔽形式出现，它的奥秘意义愈是带根本性和深刻性，对我们便愈隐蔽。他没有采用老托马斯关于美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这个说法，而认为美的东西所给予人的不是所有的快乐，而只是一种获得知识时的快乐。美之所以使人精神感到愉快，是因为美从本质上来说是事物同人的精神之间所达到的某种和谐和完全一致，美应是一种先验的概念，是一种神的属性。造成美有三个条件：完善或完美；合乎比例或恰如其分与和谐；明快或辉煌夺目。主张艺术家为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神的光辉，可以而且应该使真人真物的物质性外貌变形、重新产生、改换种类。该书的出版在西方首次树起了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的旗帜。


《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
 （L'Intuition Créatrice dans l'art et dans la poésie，Creative Intuition in Art and Poetry ）　法国马利坦著。1953年出版于巴黎。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把托马斯主义神学观点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解释艺术创造中的直觉现象。第一章从探讨艺术与诗的含义入手，论述自然与人、美的感觉与知觉、事物与创造的自我之间的契合关系；第二、三章讨论艺术创造的理性活动中的无意识现象，把弗洛伊德的本能、欲望的无意识上升为精神无意识；第四章重点论述创造性直觉和诗的认识，把诗的直觉看成创造性精神的自由；第五章论诗与美的辩证关系，把诗看成与美同等重要；第七章重点论诗的经验和诗的感觉，提出诗超越艺术、支配一切艺术的观点。该书的中心论点是：诗不是理智活动的产物，而是一种创造性直觉，通过这种直觉，可以认识到理智无法认识的最高存在。强调诗主要是精神的自由创造性的一种解放和活动，诗以自己的方式超越艺术而成为对存在（上帝）的精神上的沟通。认为诗人依靠主观性从事于精神的自由创造，它不能加以概念化，是一个不可知的深渊。诗的直觉纯靠灵魂固有的自由、想象的能力和智性固有的力量，既不能学习，也不能经努力来改进。美不是诗的对象，而是诗的目的之外的目的，是诗的先验的、超验的关联物。该书在探讨艺术创造直觉，特别是诗的直觉方面有独到见解。被译为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


《诗的艺术》
 （L'Art de la poésie；The Art of Poetry）　法国瓦莱利著。收入作者一生评论诗歌的重要文章二十多篇。编为《瓦莱利选集》第七卷。集中反映作者象征主义的诗歌理论和美学观点。该书评论了歌德、爱伦·坡等许多诗人的作品，提出“纯诗”概念，认为纯诗是从观察中推断出来的一种虚构的意境，它应被理解为一种对于由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它是诗的总概念，能指导对语言及其与人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研究。认为我们内心存在一种与梦境相似的诗的世界，语言是能创造和再现诗的世界的最古老、最有价值、最复杂、最难使用的手段。强调诗要有音乐之美，诗的各种意义之间的关系应近似谐音的关系。重视抽象思维在诗人创作中的作用，认为它有助于诗的声音、意义、真实、幻想、逻辑、句法等因素的协调，但抽象的概念必须有感性的外衣，具有形象和感染力。单凭理智无法领悟事物的本质，只有通过语言虚构的意境的象征，才能把握世界。本书的诗歌美学观点对象征主义等艺术和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Qu'est-ce que le Surréalisme；What is Surrealism）　法国布列东著。1936年在巴黎出版。超现实主义文艺和美学的代表作之一。认为“超现实”指超越客观现实世界的人的内在心灵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世界，这是一个排除理性和逻辑的梦幻世界，是容器与被容纳的东西之间媒介的器皿。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用感官把握世界的纯粹的精神的无意识活动，是不受任何理性控制，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成见的思想自由活动，它旨在追求最纯正、最生动的表现形式，是彻底的自由。提出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是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处于被动、接纳的状态，事先不去选择任何主题，任凭意识自由流动并不假思索地记录下来。提出超现实主义不仅是艺术原则，也是生活原则，要推倒当前的现实之墙，才能认识人的心灵客体之真。该书在传播超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戏剧及其重影》
 （Le Théâter et son Double；Theatre and Its Double）　法国阿尔托著。1938年出版。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残酷戏剧”概念，认为与残暴等意义相比，残酷戏剧中的“残酷是指事物可能对我们施加的、更可怕的、必然的残酷”，“残酷首先是清醒的，这是一种严格的导向，对必然性的顺从。没有意识，没有专注的意识，就没有残酷”。残酷戏剧强调戏剧的精神性以及形而上学指向，“对精神而言，残酷意味着严格、专注及铁面无情的决心，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意志”，而“戏剧应该创造一种话语、动作及表达的形而上学，以免受到心理学及人性的践踏”。为了获得这种作为现实之重影的残酷性及精神性，阿尔托反对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心理学及庸俗的资产阶级人性，提出舞台表现应该具有物质性，这种物质必然性应当是话语语言、动作，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表达法的结合。为了达到残酷戏剧的要求，主张从东方戏剧、巴厘戏剧以及炼金术甚至关于瘟疫的考察中汲取灵感。对20世纪戏剧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眼与心》
 （L'oeil et l'esprit；Eye and Mind）　法国梅洛庞蒂著。1961年出版。在区别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基础上，认为艺术以感性的方式否定了现代科学与自然建立的理智联系，保留了世界的神秘、含混。“眼”指艺术、文学呈现的感性可见者，“心”则指涉哲学所探究的不可见者，两者相互交织、混杂。这其实提供了一种以艺术、文学为模式的、新的哲学发展方向。


《想象心理学》
 （L'imaginaire：Psych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de l'imagination；The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　法文原名为《论想象——关于想象的现象学的心理学》。法国萨特著。1940年在巴黎出版。存在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集中探讨审美的想象问题。全书分五章。第一、二章题为“必然”与“或然”。“必然”部分对想象的特征作了描述，又分论了肖像、漫画像、符号、睡意意象和心理意象等“意象家族”；“或然”部分则从认识、情感、运动、语词、事物等在心理意象中的作用的角度进一步揭示想象的心理机制。第三章从象征性图式与思想的图解、意象与思想、意象与知觉等关系讨论意象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第四章着重研究想象活动的非现实性及想象的变态和梦。第五章是结论，阐明想象的意识根本规定以及从想象角度揭示艺术作品的本质。本书强调创作不是简单的再现现实，而是想象的积极作用在进行重新创造；审美观照过程中也有想象的不断干预。揭示想象的四个特征，认为把对象设定为非现实、非存在是想象的本质规定。认为艺术品是一种非现实的想象的创造物；文学则是文学家通过语言摹拟创造出来的非现实的客体。观照艺术品不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而是用想象的意识，只有想象的意识才能确立并理解作品。我们称为美的东西就是这些非现实的东西的形象表现，现实的东西永远不是美的，美是只适用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在审美观照的态度中，事物已堕入虚无和非存在。该书从想象的心理特征的探讨入手揭示美、审美和艺术的本质，并上升到存在主义的哲学高度，为存在主义美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一定影响。


《什么是文学》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What is Literature）　法国萨特著。在1947年巴黎出版的《现代》杂志上连载，后出单行本，1948年收入作者的文集《境况种种》第二集。存在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分四章：“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人们为谁写作？”“作家在1947年的境遇”。该书的论述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一、二两章比较抽象，带有一定的思辨性。“什么是写作”这一章提出，艺术家并不是要标出什么记号，而是在创造事物，创造在想象中得以存在的事物。强调文学创作中语言的重要地位，认为对作家来说，语言不是事物的一种标记，而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结构，他在词语中看到了世界面貌的形象。诗的语词是一种隐喻，是物体的灵魂。使这些灵魂变得无害的处理方法，便称之为文学艺术。认为写作就是转达并且坚信某种信息，这是一种绝对的意志，是一种选择，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为什么写作”一章从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出发，从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美与审美等关系出发，阐明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为读者、他人和社会，在于吁求读者的自由，并由此而使作家自己也获得自由。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等形式主义主张，提出“写作就是介入”、“在审美命令深处觉察道德命令”等深刻思想。该书对存在主义美学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审美经验现象学》
 （Phénoménologie de l'expérience esthétique；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法国杜弗莱纳著。原为作者提交巴黎大学的论文，1953年用法文在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公认为最负盛名的现象学美学代表作之一。分两卷。第一卷《审美对象》，第二卷《审美知觉》。每卷又各分为两编。本书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为基础，着重讨论审美对象与审美知觉的关系。强调审美知觉在审美经验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审美知觉是审美对象的基础，审美对象只有在鉴赏者知觉的积极参与下才能成为完全的审美对象，审美经验乃是知觉经验的形式。审美知觉包含呈现、再现和想象、反映和情感三个阶段，在其最高点情感上，主体和客体组合成为审美经验。认为艺术作品一经创造，就具有不以鉴赏者的意识和感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的特点，只有当艺术作品被具有艺术感知能力的欣赏者的知觉感知到时，艺术作品才成为审美对象。音乐审美对象所呈现的世界是一种更加疏离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既拒绝模仿，又拒绝再现，是一个纯粹的“表现的世界”。无论是音乐的表现或是意义的呈现，都只能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得以实现。本书受到当代一些著名美学家如奥斯本、比尔兹利等人的推崇。对现代西方美学的许多流派产生重大影响。


《文学空间》
 （L'espace littéraire；The Space of Citerature）　法国学者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著。1955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全书七章，从存在主义角度探讨文学理论。用“孤独”概括整个文学创作现象，认为这种孤独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人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根本的孤独”，是人生在世的本体性存在，它将隐藏在众人之中的“我”显现出来，使我成为“我自己”，这种“我自己”是对本体性孤独的呈现。写作就是去肯定有着诱惑力威胁的孤独，是一种永无止境的重新开始。由于作者属于根本的孤独所以他从根本上属于作品，作者只有从众人之我进入到孤独之我才能展开真正的写作。以根本的孤独为线索，该书分别探讨了死亡、灵感、阅读与交流、原初的体验等文学现象和命题。


《神话》
 （Mythologies；Mythologies）　副书名《大众文化诠释》。法国巴特著。1957年出版。作者在序中称：“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任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40篇法国时事短评组成的“流行神话”，它们在主题和方法上都是多样化的，但又有内在的统一，主要针对50年代后期大量出现的大众文化产品及其在媒介中的再现，如开头几篇的标题所示的“摔跤世界”、“哈尔古的演员”、“银幕上的罗马人”、“度假中的作家”等等。这些短评解读了包含在其中的讯息，寻求其中的意义和启示。第二部分“现代神话”，用符号学来分析神话，是前面的操作中延伸出来的理论成果。它把神话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学体系，神话使事物扭曲，使意义变形；而全书的目标是“解神话”，就是用清醒的思考来破除神话，批判和揭发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如何以匿名的方式强加于所有社会阶层。


《批评与真理》
 （Critique et Vérité；Criticism and Truth）　法国巴特著。1966年出版。是对莱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攻击他的一篇文章《新批评还是新骗术》的反击。巴特因这场论战的胜利而成为新批评的领军人物。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反对传统批评，认为传统批评是“批评的拟真”，它所奉行的三个戒律：客观性、品味和明晰性，会导致“说示无能”（语言病理学的一种，指失去了解符号与象征的能力）。第二部分是对“新批评”的解释，认为目前进入了“评论的普遍危机”，而“语言的多元化”需要区分作品语言分析的三个维度：文学科学化、批评和阅读。认为，批评家就是作家，批评家所诠释的并非作品本身，而是根据作品创造出新的意义，批评不是文学作品的附庸，而是批评家创造出来的意义，批评和作品一起宣称：我就是文学。作者与作品不过是分析的起点，分析的终极目的应该是语言。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D'un Réalisme Sans Rivages；About a Borderless Realism）　法国伽罗蒂（Roger Garaudy，1913—2012）著。1963年法国普隆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对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和卡夫卡等人的评论以及一篇代后记。主张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书中勾勒了画家毕加索从蓝色时期到粉色时期、立体派以至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历程。认为他的作品是绘画领域里的革命，他的一生在不断进步，加入共产党是他的必然归宿；把佩斯的外交家生涯和诗歌作品进行对比，认为他有着“双重人格”，资产阶级外交官的身份并不影响他成为最伟大的诗人；还分析了卡夫卡所处的现实世界和他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异化现象，反映了在异化内部反对异化的斗争，卡夫卡既不是绝望者，也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和见证人。提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
 （Pour un réalisme du ⅩⅩe siecle；A Realis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法国学者伽罗蒂（Roger Garaudy，1913—2012）著。1968年出版。该书将包括现代主义等艺术创作均纳入到现实主义的范畴予以讨论，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外延。认为“每个时代、一切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了人确定的与世界的关系，一幅画就是这些关系的一些模式”，这种模式是对于现实的一种艺术呈现，而艺术的造型本身也需要随着任何世界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语言，但人对现实的关系的呈现这一根本诉求并未发生改变，究其根本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人，即成为一个创造者，一位诗人”。


《小说社会学》
 （Pour une sociologie du roman；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Novel）　法国L.戈德曼著。1964年出版。由一系列关于小说社会学的论文合集。指出，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是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反映，它同人们的日常关系“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同构性”，一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结构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交换的结构同构，二是小说形式的演变同社会演化的历史同构。认为发生学结构主义从“人类的行为是对具体境遇做出的有意义的反映，并由此趋向于在主体和对象，亦即周围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这一假设出发，为小说这一行为同人类的社会关系之间架构起了一种对应性关系，作者尝试由此调和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文学批评史观。该书是L.戈德曼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结构主义文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Of Grammatology）　亦译《书写语言学》。法国德里达著。1967年出版。德里达的成名作。与同年出版的《文字与差异》、《声音与现象》一起，标志着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正式诞生，而《论文字学》更是被公认为解构理论的经典之作。全书共两部分。第一部分“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共三章，分别为：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语言与文字学；论作为实证科学的文字学。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言语中心主义，主张言语与存在、存在的意义、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而阅读与写作、符号的创造、解释及文本处于次要的地位。认为语言与文字的起源难以分开，语言科学必须恢复语言与文字的统一性，创立文字科学或文字哲学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第二部分“自然、文化、文字”，共四章，分别为：文字的暴力：列维斯特劳斯到卢梭；“这种危险的替补……”；《语言起源论》的起源与结构；从替补到起源：文字理论。通过对列维斯特劳斯和卢梭的一些著作的解读，展示了解构主义的阅读策略，解释了文字的替补特征，以及它对人类社会组织、情感世界、文化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的深刻影响。


《书写语言学》
 　即“《论文字学》”。


《电影语言》
 （Langage et Cinema；Language and Cinema）　副书名《电影符号学导论》。法国麦茨著。1973年出版。该书通过对电影和语言的比较分析，阐述了“电影符号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在概念和方法论上带有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痕迹。该书把作为符号学研究对象的电影视为“话语方式”或“文本”，认为这种话语方式或文本无论是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或混合的，都负载着某种意义。


《诗歌语言的革命》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法国克里斯蒂娃著。1974年出版。以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学为理论依据，对言说主体和意指过程作符号学研究。书中继续阐发“文本间性”概念，指出文本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认为所有诗歌语言意义的表达，都需要象征和符号这两股动力的对抗。象征由语言本身带来，而语言的符号层面唯有在打破象征的时刻才能获得表达。“符号”代表了语言中前俄狄浦斯本能精力的释放和驱力，也即她所谓的“超若”（chora）。认为象征中爆发的符号给现代诗歌语言带来了创造与创新的冲动。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防止了理论的固定化，使符号学在否定性运动过程中成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科学；符号学一方面坚持语言的异质性，一方面作为元语言又不得不把其言说对象同质化，这一矛盾性为符号学的发展带来无限的创造活力。


《电影语言》
 （Langage cinématographique；The Language of Cinema）　法国马尔丹（Marcel Martin，1889—1973）著。1977年法国出版。全书十三章节。从电影画面就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这个概念出发，讨论了电影语言作为叙述故事和传达思想的手段，电影语言非常丰富，也很复杂，它能灵活准确地重现事件、感情和思想，对电影语言的不同运用，体现了导演的风格。还论述了电影语言与文学、绘画、音乐的关系，以及它在蒙太奇、景深、对话、空间、时间等方面的表现，并以数百部电影为例来论证。


《后现代状况》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Rapport Sur Le Savoir；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法国利奥塔著。1979年出版。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探讨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以应用语言学观念与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异和文化症状。全书共十五章，主要阐述资讯社会中的知识范畴；社会规范的本质；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语用学；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化的关系；通过各种途径所达到的合法化；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等等。认为，进入后工业时代，知识的地位已经变迁，科技上的变革使得知识只有转化为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操作和运用；知识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趋向于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模式，知识将为销售而生产。每个人都置身于资讯传达的一个定点上，而特定的制度决定了每个人说话的内容和方法。传统的叙事知识在陈述故事中，使社会制度合法化，表现主人公如何在既定制度中的适应，传达一整套构成社会契约的语用学规则；而科学知识则具有不同的特性。后现代科学改变了知识的本质，它所关注的是不稳定性的研究。后现代是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后现代寻求新的表现方式，传达“不可言说”的认识。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法国利科著。由英国哲学家汤普森（John B． Thompson）从利科的解释学著作中精选十一篇代表作品，经作者同意后修改增删而成。1981年英文和法文版同时出版。全书分为三编，分别研究了解释学的历史、理论和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并研究了解释学与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意志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关系。正文之前有汤普森撰写的导言和利科的答言。该书体现出明显的解释学方法，研究焦点从人类经验的符号化表现，转向了书写的话语、文本和类似于文本的东西，反映了利科的研究在方法和对象上的双重变化，及其开放、博大而富于开拓的特征。


《实践与反思》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法国布尔迪厄和美国华康德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华康德撰写的“迈向社会实践理论：布尔迪厄社会学的解构和逻辑”。揭示了布尔迪厄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对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的辩证关系的概念化过程，展示了其认识上的反思性及其对理性、道德和政治的看法。第二部分“反思社会学的论题”是芝加哥大学研讨班的一组对话。澄清了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的实践和经验研究的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并对这两方面的实践进行了反思。第三部分“反思社会学的实践”是布尔迪厄在巴黎研讨班的导论性质的发言。强调一种产生社会学创造力的一般性倾向，反对将理论研究和经验操作割裂成相互分离的活动和领域。


《电影是什么》
 （Qu'est-ce que le cinéma；What is Cinema）　法国巴赞（Andre Bazin，1918—1958）著。出版于1958—1962年。是巴赞的批评文章选集。作者从摄影与声像的本质入手，分别探讨了电影与文学、戏剧、绘画之间的关系。所选文章在形式上是对一些重要影片的评论，其内容涉及电影美学、电影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电影写实主义流派的各个方面，系统表述了作者的电影本体论观点。书中提出或主张的电影本体论、长镜头理论，以及真实美学等一系列标新立异的概念，形成了与传统的电影蒙太奇不同的理论体系，对西方当代电影有着重要的影响，开拓了电影研究的新领域。


《审美人》
 （Homo Aestheticus L'invention du goût al'âge démocratique；Homo Aestheticus: an Invention of Judgment in the Democratic Age）　副书名《民主时代审美观的创造》。法国哲学家吕克·费里（Luc Ferry）著。1990年出版。共七章：审美观革命；情感与理智之间；康德时期：沉思主体；黑格尔时期：绝对主体或者艺术的消亡；尼采时期：精疲力竭的主体和当代美学的到来；先锋的衰落；后现代性；美学时代的伦理学问题。主要讨论当今的艺术问题，回溯现代美学的起源，透彻分析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的美学思想，阐明当代美学的后现代性及审美观的形成和变化过程。通过对艺术前提的分析，考察了民主个体主义，认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主体意志的表现。

德国


《人体比例研究》
 （Vier Bücher von menschlicher Proportion；Four Books on Human Proportion）　德意志丢勒著。发表于1528年。四卷。本书探讨绘画及人体比例问题，试图找出最美的线形和最美的比例，并通过数学公式表现出来。认为他自己并“不知道美的最后尺度是什么”，但强调“通过数学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原已存在的美找出来，从而可以更接近完善这个目的”。相信美的形式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出某种形式主义的倾向。看到美的变化性和相对性，认为在美的不同事物中往往找不到相同点或类似点，两个美的人体，“在尺度上和种类上，乃至无论在哪一点或哪一部分上，都毫无类似之处”。强调必须从不同的人体比例中找出美的规律。该书对透视学和人体解剖学方面的研究，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人类理智新论》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一译《人类理解力新论》。德国莱布尼茨著。以对话形式写成。1704年左右以法文出版。全书从理性主义出发，逐章逐节甚至逐段地同洛克的《人类理智论》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反对洛克的经验论，从灵魂即单子，它不能从外面接受观念的主张出发，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把美学问题和认识问题联系起来，确立了美学在认识论体系中的地位。认为美感是无数微小感觉的结合体。审美趣味或鉴赏力由“混乱的认识”或“微小的感觉”所组成，人对本能而混乱的东西“不能充分说明道理”。认为审美活动是感性活动或直接活动，“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说，是直觉的。”本书所阐述的观点，特别是对人类认识所作的区分，对鲍姆加登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
 （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 on Some Requirements of the Poem）　德国鲍姆加登著。1735年以拉丁文在德国哈勒初版。1900年克罗齐校刊后再版于那不勒斯。为作者撰写的学位论文。书中首次使用了“美学”（Aesthetica）这一术语，并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主张美学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认为美学的对象是感性事实。“只有混乱的（即感性的）但是明晰的观念才是诗的观念”；一个观念或意象所含的内容愈丰富、愈具体，它也就愈明晰、愈完善、愈美。确定性（具体性）越强，就越是诗，个别事物，极端具体的事物是最高的诗的事物。艺术的真实即是“个别的真实”。主张不应把美学和只提供先行假定的心理学相混，美学是给感性认识提供规则的学科。作者因此书而获“美学之父”称号。


《美学》
 （Ästhetik；Aesthetics）　又译《感性学》。德国鲍姆加登著。用拉丁文写成。二卷。1750年出版第一卷，1758年出版第二卷。作者原计划写理论的和实践的、实用的两大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又分：研究法（关于事物和形象的对象）、方法论（关于明确的次序）和征候学（关于用美的方式去思维和处理的那些对象的征兆）。后因疾病和死亡，未完成全书。书中认为人类的认识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确的认识”即高级的认识论，研究理性认识，即逻辑学；另一部分是“混乱的认识”即低级的认识论，研究感性认识，即美学。第一次把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与逻辑学并立。认为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即美。美的完善是通过感性认识得到的。区分了科学和美学的性质、任务，认为凭理性认识的完善是科学研究的真，凭感官认识的完善是美学研究的美。主张把感性认识本身的美与“对象和物质的美”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丑的事物可以通过美的方式的思维而变成美的，最美的事物也可以通过丑的方式的思维而变成丑的。要达到感性认识的完善，必须达到思维的内容、次序和表现形式三者的和谐一致。主张美学既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又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科学。该书初步提出了一个美学理论体系，推动了其后德国美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对整个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感性学》即“《美学》
 （鲍姆加登）”。


《古代艺术史》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History of Ancient Art）　德国温克尔曼著。1764年出版。该书对希腊艺术发展史予以系统、科学的描述。它的问世在德国掀起一股崇拜古典艺术的风气。作者根据考古社会学的观点，以艺术风格的变革为分期标准，把希腊艺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为古朴风格，其特征是雄浑生硬，有力却不美；第二时期为崇高风格，其特征是崇高与朴素的统一；第三时期为秀美风格，其特征在于刻画人体的妩媚；第四时期为模仿风格，属于希腊艺术的衰落时期。首次对艺术的历史分期作了尝试。认为崇高和秀美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崇高风格是希腊艺术的最高造诣，秀美在于人体的动态美，在于妩媚，这个观点成为后世刚性美和柔性美的不同美学范畴。强调研究古代艺术应考虑民族、时代和环境特点，把希腊艺术的成就归功于地理、环境、气候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艺术家们享有思想和创作的自由。该书引导西方美学家重视造型艺术，为美学研究开阔了视野。该书表现出温克尔曼美学观点中的最大矛盾，如形式与表现的矛盾，把表现与美看成是对立的；认为表情是静穆美必需的，但又认为表情破坏了静穆美等。该书阐发的“静穆”理论和对艺术史分期的观点，对莱辛、赫尔德、歌德都有很大影响。该书的出版使温克尔曼在生前就获得了“一切古代艺术品的总裁”的称号，他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ime）　亦译《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或《对于美好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简称《观察》。德国康德著。1764年出版于哥尼斯堡。全书共分四章，还有一附录，系作者写作该书时的笔记和断片，在作者死后收在其《遗著》中。该书是作者在笛卡儿、夏夫兹博里、博克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下写成，当时作者的批判哲学尚未形成，书中无抽象的哲学思辨，也没有提出任何先天原理，全是感性直观的现象描述。作者在第一章开头就明确表示“主要是以观察者而不是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考察”。认为美感和崇高感的产生，不取决于引起这些感情的外在事物的属性，而取决于每个人所固有的情感特质。同一件事物，可以使一些人感到愉快，使另一些人感到厌烦，使一些人激动不已，使另一些人无动于衷。崇高感（das Gefühl des Erhabenen）和美感（das Gefühl des Schönen）都是愉快的，但方式和性质不同。崇高令人激动，美令人陶醉。强调为了欣赏崇高和美的事物，一个人必须具有“崇高感”和“美感”，它不是通常所说的由外在事物所引起的审美感受，而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感受崇高和美的心灵素质或能力。书中把人的心灵禀赋、性格特征、道德品质、心理类型都分成崇高和美两类，认为思想是崇高的，机智是美的；勇敢是崇高的，狡黠带有美的性质；真诚正直是崇高的，乐观谦和是美的；抑郁质的人是崇高的，多血质的人是美的，胆汁质的人具有虚幻的崇高性，黏液质的人因为非此非彼，不予讨论；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提出世界各民族也有美和崇高两种类型，如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富于美感，德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富于崇高感。中国人因为“荒谬和怪诞”，被归入崇高的一类。本书文笔优美流畅，出版后立即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康德在世时已再版八次。但本书基本上以伦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为主，没有提出关于美的本质和规律的明确原理，在理论上对后来的欧洲美学思想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书中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根源在于人的情感自身和美感与崇高感有质的差别的观点，与批判期的美学著作《判断力批判》上卷的基本思想一脉相承。本书对于了解和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有一定意义。


《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
 　即“《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判断力批判》
 （Kritik der Urteilskraft；Critique of Judgment）　德国康德著。1790年初版。是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另两部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中最后一部，康德在此书序中说，“我以此结束我的全部批判工作”。在前两《批判》中，康德分别探讨了理性认识和道德意志的先天法则，认为世界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两个领域，前者受自然的必然律支配，属理解力发挥作用的认识范围；后者是自由的，属实践理性行使职能的道德意志范围。为沟通两者，把两个分割的世界连接起来，康德写了《判断力批判》，认为“前一世界对后一世界绝不能施加影响，但后者却应该对前者有影响”，自由的道德律令要在感性的现象世界实现出来，其中介是反思判断力。既带知性性质，又带理性性质，从特殊去寻求普遍的反思判断力按照“自然合目的性”来沟通认识与道德两大领域，实现自然界的必然王国与道德界的自由王国之间的和谐。由此康德填补了他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间的鸿沟，最终完成了他的先验论哲学体系。此书分《审美判断力批判》与《目的的判断力批判》两部分。前一部分，重点分析美和崇高两个美学范畴。在“美的分析”中，规定美有四个基本特征：从质上讲，“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从量上讲，“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从关系上讲，“美，它的判定只以一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即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根据的”；从状态上讲，“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底对象”。提出“纯粹美”（自由美）与“附庸美”的区别，主张纯粹美只在于形式，排斥一切利害关系。在“崇高的分析”中，把崇高与美作为两个对立的审美范畴探讨，提出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的概念，强调人要在崇高事物面前不屈于威力，显出理性和道德精神的胜利。还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重要命题。后一部分从审美判断力的“主观合目的性”转向对自然界有机体组织（动植物）的“客观合目的性”的探讨，表述了康德包含着辩证思想的自然观。此书从心理功能角度细致地分析了人的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对艺术、天才、想象力、鉴赏力、审美意象、美的理想、自由与必然等许多重要美学问题发表了极有价值的见解。出版后受到德国和欧洲哲学界、美学界的高度重视，对费希特、席勒、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等人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成为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著作。因先验唯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和深受英国经验派、大陆理性派的影响，本书充满内在的矛盾，为后世从不同方向理解和发挥留下了巨大的余地。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西方所有有成就的美学家与美学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部著作的启示和影响。这部著作在出版后的近两个世纪中，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


《实用观点的人类学》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又译《实践观点的人类学》或《实用人类学》。德国康德著。是康德1772—1796年在哥尼斯堡大学讲授人类学时的讲稿，1798年由作者整理出版。本书的基本思想在1772—1773年初步形成，以后经康德在多年讲授中不断补充和修改，整个孕育、写作、完成过程长达26年之久。全书分两部。第一部“人类学教程”，分三卷，其中第一卷“论认识能力”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从认识能力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问题，认为“想象力是伟大的艺术家”，它有三种感性创造能力，一是空间直观的构形的创造能力，即想象力用已有经验材料构成新的物象或场景的能力；二是时间直观的联想的创造能力，指经常接踵而来的经验表象在我们心中造成一种习惯认识：当其中一个出现时，会导致另一个出现；三是同源表象之间亲和的感性创造能力，指同一基础的杂多事物在起源（Abstammung）上的统一。第一、第二种是典型的形象思维活动。提出人的“记号”、“符号”、“标记”、“象征”等活动或能力，认为这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表象到概念的过渡阶段，也与形象思维有关。在讨论人的心灵活动时，作者接触了审美心理问题，特别提出了“模糊表象”（dunkle Vorstellung）的概念，认为人与“模糊表象”之间的游戏，是带有审美性质的心理活动。还提出“感性假象的艺术游戏”说，认为人的错觉分为“自然的”和“艺术的”两种，包括幻象、欺骗、迷误等，这些都是心灵与外物的感性假象的游戏，是“令人十分愉悦和快乐的”。书中提出“反思直观”的概念，指明“反思直观”是“半感性半理性的愉快”。表达了作者的艺术见解，把诗界定为既表现精神又表现趣味的作品，认为诗优于任何一种美的艺术，要求每一首诗作都有独创性和新颖性。书中还论述了趣味的性质、趣味的变例、趣味与道德的关系，以及美、崇高、诙谐、惊奇、奇伟、笑等美学范畴，但缺乏系统。第二部“人类的特性”，论述个人、两性、种族、民族、类等问题，与美学也有一定关系。该书除正文外，还有两个附录。附录一是由作者手稿中摘出的补充材料。附录二内容广泛，包括康德人类学讲座的起因和历史，同时代人对讲座的回忆，关于人类学的来往信件，著名人物（如歌德、席勒等人）对该书的评价，以及书目、名目索引等。本书反映了康德思想由前批判期向批判期过渡，在美学上是由1764年的《对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到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的中间环节，其中有感性直观的描述，也提出了某些先天命题的雏形，初次使用了《判断力批判》中的基本概念。包含在书中的美学思想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机能、人的感官、种族特性等密切相关，是人类学美学的先声。本书对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发展乃至整个美学理论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德文本中较完备的是由福兰德（Karl Vorländer，1860—1928）1912年编辑，由汉堡弗利克斯·迈诺尔出版社（Felix Meiner Verlag）出版的单行本。


《拉奥孔》
 （Laokoon；Laocoön）　德国莱辛著。1766年出版。副题为《论绘画和诗的界限》。今传本二十九章，仅是全书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提纲》、《笔记》。作者从古代希腊雕塑《拉奥孔群像》（1506年在罗马废墟中发掘）中的表情，和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在史诗《伊尼特》中所描绘的拉奥孔形象的差别入手，研究造型艺术和诗的不同特点、规律及其相互补充问题。认为诗与画的共性在于都是对自然的模仿。提出美学上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认为绘画是一种空间艺术，以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为符号，宜于表现静态事物，目的是刻画物体之美，最高原则在于表现美；诗是一种时间艺术，以时间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宜于表现动态的事物，目的是描写动作或行为，诗的最高原则在于表现真。这一思想划清了诗画界限，为以后关于形象思维的理论研究开辟了道路。该书还全面地讨论了各种审美范畴，涉及美与丑、悲剧性、喜剧性、可恐怖性、可嫌厌性以及崇高等。


《汉堡剧评》
 （Hamburgische Dramaturgie；Hamburg Dramaturgy）　德国莱辛著。是作者在1767年至1769年担任汉堡民族剧院剧评和顾问期间所写的一百零肆篇剧评的汇编。该书分上、下两卷，各五十二篇。深入探讨了戏剧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其剧论主要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净化说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主要观点为：戏剧是介于诗、绘画之间的一门艺术，是比其他艺术更重要的高级艺术；作家不仅要依靠感觉，还要依靠思维，把自然中的“内在真实性”升华为艺术的真实；戏剧具有教育和影响观众的精神世界、补充法律的重要作用；人物性格比情节更重要，戏剧通过人物性格的示范达到教育作用；刻画人物性格和安排情节都要以“内在的可信性”为原则；要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的市民戏剧代替贵族戏剧；悲剧的特点是通过怜悯和恐惧净化人们的心灵，喜剧的特点则是通过笑使观众褒善贬恶，保持社会健康；典型性格和环境必须保持内在的必然联系；演员的表演必须有内容，有热情，符合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热情和内心感受的表达必须控制在造型艺术规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批评之林》
 （Kritische Wälder，oder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des Schönen；Critical Forests，or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德国赫尔德著。共四卷，1764年开始写作，1769年始出版，第三、四卷在其逝世后发表。内容主要是对莱辛《拉奥孔》的批评。指出莱辛把古希腊文学艺术的范例作为现代文学艺术的金科玉律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认为古希腊文化的特点与其说是希腊民族的特点，毋宁说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文化的特点。希腊神话是以现实为根据的想象的产物，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它本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期阶段，神的形象带有抽象的寓意性质，与古代埃及神话有类似之处；后期成熟阶段，神与英雄的形象富有人间味，表现出生动的、个性化的特征。该书还批评莱辛在《拉奥孔》中对诗与画的规律的论述缺少辩证观点，认为莱辛据以论证诗的规律的出发点，荷马史诗是一切诗体的特征的集中表现是错误的。认为莱辛在区分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时抹煞了绘画与雕塑、诗歌与音乐的界限。指出绘画与雕刻同属于空间艺术，诗歌和音乐同属于时间艺术，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主张雕刻家、画家在表现静态美的同时也要力求刻画形象的表情和动态，“静态美”是在实际的静止中寓有动态的表情。还提出了诗力说。强调感情和想象在诗中的作用，要求诗人以主观的感情力量感染读者，在诗学上开拓了一条新路，对浪漫主义影响深远。


《古代造型艺术史》
 （Die Geschichte der bildenden Künste bei den Alten；The History of Ancient Plastic Arts）　德国希尔特（Aloys Hirt，1759—1839）著。1833年出版。在该书中希尔特对古代艺术的特点提出了与温克尔曼不同的看法，他通过考古学的一系列成果进行考察，认为古代艺术作品并不都是美的，它们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姿容，既有美的也有普通甚至丑的，表情的再现也不总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表情是符合性格的动机的，认为古代艺术的原则不是客观美和表情的柔和（Milderung），而只是富于个性的意蕴，即特征，不管所牵涉的是神或英雄的理想形象，还是任何卑贱的或普通的对象。进而提出了美在特征说，特征（Charakteristische）就是形式、运动、姿态、仪容、表现、地方色彩、光和影、浓淡对照及体态所由分辨的那种确定的个性。黑格尔从希尔特的特征说和温克尔曼的美的理想的对立的观点出发，得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结论。


《审美教育书简》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　又译《美育书简》。德国席勒著。书信体。写于1793—1794年。初为写给席勒的资助者丹麦的奥古斯腾堡公爵的信。1794年2月哥本哈根失火，书信被焚。后应公爵要求，根据草稿重新修改、整理出这套书信，共二十七封，篇幅比原书增加一倍，第十二至二十三封信几乎全部重写，于1795年在《季节女神》Die Horen）杂志上发表。可从内容上分成五组。第一至第十封信为第一组，讨论审美教育对人和社会的重大意义。认为审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条件，美是人的一个必要条件。第十一至第十六封信为第二组，讨论人性的分裂怎样经由美和审美而达到统一。认为反映人的物质存在的感性冲动和代表人的精神存在的形式冲动结合为游戏冲动，人就会恢复到完整和谐的状态。第十七至第十八封信为第三组，讨论不同性质的美。认为存在着熔炼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前者使人松弛，后者使人紧张。第十九至第二十五封信为第四组，进一步深入讨论美对人和社会的巨大作用，以及作用的具体方式。认为人的发展经过物质状态、审美状态和道德状态三种状态，感性的人只有经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道德状态，成为理性的人，美是人的第二创造者。第二十六至第二十七封信为第五组，讨论游戏的意义和最高社会理想——审美王国。认为审美游戏到了高级阶段，美本身就成为人追求的对象，这时就会建立起审美外观的王国，但它“只能在个别少数卓越出众的人当中找到”。本书的许多观点都很有价值，其中特别是关于私有制社会中人格和人性的自我分裂的观点，很接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学说。关于游戏冲动和审美游戏的观点，也被许多人所接受，对后来的艺术理论和美学深有影响。但本书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玄奥抽象特色。


《美育书简》
 　即“《审美教育书简》”。


《论素朴诗和感伤诗》
 （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On Nai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　德国席勒著。发表于1795年。主要论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当时一般称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原则的区别、各自的特点，以及两者结合的可能性。作者从诗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认为“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古代的人是自然人，他与自然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内部还没有分裂和对立，他的思想是从事物的现实产生的，他的全部天性都表现在外在生活中，所以古代诗人必然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近代人是文化人，他与自然已离异，他的天性的和谐仅仅是一个观念（即在现实中不存在），所以近代诗人必然把现实提高到理想。前者是素朴的诗，后者是感伤的诗。素朴的诗只限于模仿现实，它与自己的对象只有单一的关系，给我们的审美印象的性质也是一致的。感伤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引起的印象，对象是与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感伤诗人身上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感觉印象，一是有限的现实，一是无限的观念，两种印象不能平衡。如果他把现实当作厌恶的对象来处理，他的诗便是讽刺诗；如果他把现实当作喜爱的对象来处理，他的诗便是哀歌。讽刺诗又分为两种：惩罚的或愤激的（strafende oder pathetische）和戏谑的（scherzhafte）。认为素朴诗人以现实性胜过感伤诗人，感伤诗人以崇高性胜过素朴诗人。素朴诗人的危险在于乏味庸俗，感伤诗人的危险在于感受上和表现上的夸张。最理想的诗应该是素朴诗与感伤诗的结合。本书是席勒最成熟的美学著作，对欧洲文艺的发展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讨论了不同的创作原则，并较早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语，批评了当时德国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对推动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德国文学指出了一条描写现实和表现理想相结合的道路。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又译《先验唯心论体系》。德国F．W．J．谢林著。1800年在耶拿用德文出版，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是研究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作者在书中把费希特的自我扩张改造为既非主体，又非客体，超乎主客体之上的绝对自我，即“绝对的同一性absolute Identität）”，以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故谢林哲学又被称为“同一哲学”。该书将同一哲学体系分为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目的论、艺术哲学四个部分。理论哲学探讨了自我意识的三个时期：（1）从原始感觉到创造性直观；（2）从创造性直观到反思；（3）从反思到绝对意识活动。由最后一个时期自然地过渡到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包含三条关于理智的自我规定的原理，即关于意志自由、道德律、法律制度、历史演变等问题。目的论则在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的原始同一性里解决了自然界的机械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矛盾。艺术哲学提出了以先验唯心论为原则的主要原理，主要是：（1）艺术作品是天才的作品，艺术天才就是哲学中的自我，自我在创造活动中，使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统一起来，达到预定和谐，其总根据就是“绝对（Absolutät）”或“同一体”。这种“绝对”或“同一体”本来存在于自我意识之中，但通过某种创造活动可以最终表现于自我的产物之中，这一产物就是艺术。（2）艺术作品的根本特点是无意识的无限性。艺术家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除了有意识的内容之外，还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无法用有限知性把握和展现的无限性。缺乏这种无限性的作品，只是反思的对象，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3）因为一切美感创造都开始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而终结于矛盾的消除和同一，因此“艺术作品的外在表现就是恬静、肃穆和宏伟的表现”（第六章第2节）。（4）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就是美，艺术就是美。美感创造过程以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无限分离为出发点，但在艺术作品中两种活动都是统一的，作品由此通过有限表现出无限的事物（指自我意识和绝对同一），“这种特点就是美，没有美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艺术作品”（同上）。（5）艺术作品与其他产品的根本区别在于艺术家的美感创造活动是绝对自由的，而其他创造活动都受外在目的的支配。（6）有机自然界的创造不是从意识出发，其中不包含作为美感创造的条件的无限矛盾，因而有机自然物不一定是美的。如果有美，也是偶然的。自然美没有一般性，它不能给艺术提供规则。反之，完美无缺的艺术所创造的东西才是评判自然美的原则与标准。模仿自然不应作为艺术的原则。本书中的天才、无意识、直觉、自由创造、艺术就是美等观点，对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唯美主义等都有影响。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Über das Verhaltnis der bildenden Künste zu der Natur；Concerning the Relation of the Plastic Arts to Nature）　德国F．W．J．谢林著。1809年在兰茨胡特（Landshut，巴伐利亚州）出版，原为1807年10月12日在王储路德维希命名日于慕尼黑科学院大会上所作的讲演。作者为本书确立的宗旨是：“通过与其真正的样本和渊源即自然的关系来考察造型艺术”，对艺术理论“贡献出某些尚未知晓的东西，为概念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规定或阐释”，“在更高的必然性的指引下揭示出整个艺术大厦的互相联系”（《谢林全集》）。全书以同一哲学为指导思想，主张意识、心灵、精神是整个宇宙、社会、艺术中最本质的东西，艺术是心灵与自然中间的纽带。书中考察了当时流行的艺术模仿自然的信条，认为自然中美与丑、完满与缺陷是同时并存的，艺术是有选择地再现（wiedergeben）自然中美的对象或对象中的美和完满，艺术模仿自然之说并不全面。造型艺术必然要创造各种美的形式，但这不是艺术的根本目的。形式美只是美的外在方面。艺术的最终目的是要表现出有生命力的、最一般的本质性的东西，即精神。作者用不同的说法来表示普遍精神的概念，有时称“创造的精神（Schaffende Geist）”，有时称“自然精神（Naturgeist）”，有时称“自然心灵（Naturseele）”，有时则简单地称为精神。认为艺术既然以表现心灵和精神为目的，就必须否定或超越形式。艺术否定形式的方式是使形式完美化，艺术家把心灵和精神独有的东西添加在形式上，弥补原有形式的缺陷，使僵死的没有生气的形式获得生命，变成精神性的东西，这就否定了自然性质的形式。艺术要否定形式，但又离不开形式，两者如同人体的骨骼和血肉一样。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所以艺术也是有兴有衰，不断发展的。过时的、与时代精神不适应的艺术必然要衰亡。艺术家创新的方式是从衰亡的艺术中攫取有生命力的火种，发展出新艺术。这是发展和进步的法则。此书包含着某些辩证因素，对后来的美学思想发生一定影响。如艺术要表现最本质的东西，艺术家要赋形式以精神，艺术有发展，有兴衰，有更迭等都在黑格尔美学中得到了发展。但由于同一哲学的基本观点的限制，书中也有许多神秘主义的因素。如认为“心灵不是个性，不是能力或者任何一种特殊的东西；它不认识什么，但都是知识，它不是善的，但都是神性；它不是美的，但都是美本身” 。他的这些思想对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和神秘主义美学有一定影响。


《艺术哲学》
 （Philosophie der Kunst；The Philosophy of Art）　德国F．W．J．谢林著。系谢林之子根据谢林1802—1803年在耶拿大学、1804—1805年在乌尔兹堡大学讲授艺术哲学课的讲稿整理后于1859年用德文出版。该书一开始就声称艺术哲学是对源自“绝对”的艺术作本质的探究，“在艺术哲学划定的哲学的这个特殊领域里，我们可以看到永恒的美和一切美的原型。”（《艺术哲学·导言》）认为艺术哲学应从无限性原则出发，揭示艺术只是在作为特殊形式的各种理念（绝对的）中去直观美的原型的本质。该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艺术和美的本质，从“绝对”（或上帝）开始，推导出关于艺术和美的本质在于体现了“绝对的同一性”的真与善、必然与自由、实在与理想、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把整个宇宙说成是表现“永恒的美”的艺术作品，并规定艺术的根本任务是用感性的有限形式描绘处于“绝对”中的无限事物。书中强调了艺术创作中的无意识性，把艺术创造的冲动说成是“仅仅满足了他们天赋本质中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而这种“天才”乃是“上帝的绝对性的一个片断”，把天才与创作神秘化。第二部分关于艺术分类，在美学史上首次提出艺术按照从感性过渡到精神、精神性逐步超越物质性的方向形成一个依次发展的类别系统的原则。把艺术分为实在的与理想的两大系列，实在系列包括音乐、建筑、绘画与雕刻，理想系列是语言艺术，包括抒情诗、史诗和戏剧。每一系列中各有对立面的统一。书中对各类艺术的概括和具体分类有许多牵强附会处，但总的分类原则却对黑格尔的《美学》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该书还吸收了耶拿浪漫派的不少看法，实际上成为德国消极浪漫派的美学纲领。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　德国叔本华著。1818年在柏林出版。初在学术界遭到冷落，直到1848年后，德国资产阶级才从中发现了他们想要表达的观点，此书一举成名。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初论世界作为表象，主要论述服从充分根据律的表象及经验和科学的客体；第二篇初论世界作为意志，重点论述意志的客体化；第三篇再论世界作为表象，论述独立于充分根据律以外的表象、理念和艺术的客体，本篇集中体现了叔本华的美学思想；第四篇再论世界作为意志，着重探讨在达成自我认识时，生命意志的肯定和否定。该书集中而系统地表述了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哲学观点和美学思想。认为世界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世界是我的表象”，而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作为自在之物的生命意志。意志的直接客体化是理念，意志的间接客体化是事物、意志本身是生命的欲求，其本质是痛苦。只有否定生命意志才能解脱这种痛苦。该书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复制由纯粹观审而掌握的永恒理念，是传达对理念的认识。当认识主体转入观审态度，成为纯粹主体时对我们起着作用的个别化的理念，即纯粹客体就是美，被美激发起来的就是美感；而丑则是意志的有缺点的表现。该书作为唯意志论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代表作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对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


《诗与真》
 （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Out of My Life: Poetry and Truth）　德国歌德著。写于1809—1822年，1831年出版于魏玛，系作者自传。全书共分二十卷。主要记述作者幼年、童年、青年时代的生活、学业、思想及与各种人物的交往，并描绘了1749—1775年间德国社会状况和精神生活。书中多次谈到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歌、戏剧等艺术，从鉴赏和创作角度论述了对这些艺术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在艺术理论和美学上有价值的观点。书中认为作者在哲学和艺术观上主要受到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斯宾诺莎、狄德罗、克洛普史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莎士比亚等人的影响。提倡艺术模仿自然，但不主张全盘模仿，认为自然和艺术应以生活为中介互相接触和结合，艺术要模仿自然，还要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和民族精神。认为法国古典主义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有些作品已达老朽之境，必须有新的兴味，才能适应新的生活。书中描述了启蒙运动对德国的影响、德国青年动荡不安、狂热奋发的思想情绪，以及崇尚“自由意志”、“自由创造”、“推翻一切君临者”、摆脱一切束缚的时代精神，表述出“狂飙突进”运动和整个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认为单纯“以艺术手腕从一切中创造出一切”只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技巧品（Kunststück）”，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品（Kunstwerk）”。艺术品应有切实可贵的内容，还要有好的形式，“使材料的真正价值更优越更美好地现于我们之前”。它对形式的具体要求是简洁、精确、明快。认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建筑是总体上的伟大雄浑与细节上的快适之美的和谐统一，表现出作者整体与部分的和谐的审美观点。本书还认为文学有四季，循环迭代，周而复始。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价值。这些观点对后世的美学和文艺学都有极大影响。


《与爱克曼谈话录》
 （Gespräche mit 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又译《歌德谈话录》。歌德晚年的朋友爱克曼（J． P． Eckermann，1792—1854）所辑录的歌德1823年6月到1832年3月间的谈话，共三部。第一、二部于1836年在莱比锡出版，后又于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了第三部（补编）。内容除社会、历史、政治、交游、个人生活、人物评价等外，还包含一些美学思想。认为“美其实是一种本源现象，它本身固然从来不出现，但它反映在创造精神的无数不同的表现中，都是可以目睹的，它和自然一样丰富多彩”（1827年4月18日）。自然的一切表现并不都是美的，要达到自然的顶峰，显出美、自然物的各部分都要符合它的自然定性，符合它的目的，“凡是美的确实都是合理的，至少是应该合理的”（同上）。书中批评浪漫主义，赞成具有新特点的古典主义，认为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在艺术和自然的关系上认为“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同上）。谈话中还提到“诗的形式会产生奥妙的巨大的效果”（1824年2月25日），“诗人应该抓住特殊”，“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1825年6月11日），“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1826年1月29日）等美学思想和见解。本书是了解歌德美学思想和文艺观的重要参考资料。


《歌德谈话录》
 　即“《与爱克曼谈话录》”。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The Maxims and Reflections of Goethe）　原书名为《箴言与回忆》（Maximen und Reflexionen）。德国歌德的格言与随想录汇编。约写于1809—1829年间。歌德生前未能编辑成书。歌德于1821年出版《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一卷），于1829年修订该书拟分三卷出版，后应出版商补充材料的要求，请晚年朋友爱克曼（J． P． Eckermann，1792—1854）在其两捆旧稿中选一些未发表过的有关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的见解补入《漫游时代》。爱克曼照歌德的嘱托，从手稿中选出两部分，分别以“马克里安的文库”和“漫游者的沉思：艺术、伦理、自然”为题，插入《漫游时代》，但这只是歌德格言和随想录的一部分。歌德逝世后，爱克曼把所搜集到的全部格言和随想录整理集中在一起出版，书名为《箴言与回忆》，即为本书原本。1870年，冯·勒伯（Von Loeper）根据爱克曼的底本出了新版本，书名为《歌德无韵体格言》，收格言类作品一千余条。1893年，英国的桑托斯（Thomas Bailey Saunders）从冯·勒伯的版本中选出五百九十条译成英文，分“生活与性格”、“文学与艺术”、“科学”、“自然”四个部分。后人们根据历史文献考证，认为其中关于自然的格言并非出自歌德之手，而是他的一位瑞士朋友托卜勒（Tobler）所写，但其思想与歌德一致，或者歌德参与了这些格言的构思和写作。此书内容广泛，涉及宇宙、社会、人生、文学、艺术等。在美学上，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述，如他认为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就是“能够说出一些好像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的人；“凡是真的、善的和美的事物”，“都是简单的”；莎士比亚有缺陷，有越轨之处，“但正因为这样，就显示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美是自然的秘密规律的表现，没有美的存在，这些规律也就不会显露出来”；“要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这个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音乐“完全是一种形式和内在的价值”；“凡是认真地临摹自然的图画都往往能给人以愉快”等，这些具有特色的美学思想火花，有助于人们全面地了解歌德的美学思想。


《箴言与回忆》
 　见“《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论浪漫派》
 （Die Romantische Schule；The Romantic School）　德国海涅著。为驳斥史达尔的《论德国》一书而写。1833年发表。原名为《德国近代文艺史料》，1835年再版时改为现名。后与《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1834）合并成一书，题名为《论德国》。《论浪漫派》共分三部分。在批驳史达尔和施勒格尔观点的同时，表述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思想。提出浪漫主义艺术与古典艺术的区别，认为古典艺术只表现有限事物，浪漫主义则表现无限的事物。要求德国艺术应当是“一个自由的、开化的、不矫揉造作的”女孩子。提出文学必须和生活相结合，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


《美学讲演录》
 （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德国黑格尔著。由黑格尔的学生霍托（Heinrich Gustav Hotho，1802—1873）根据黑格尔在海德堡和柏林大学五次讲授美学（1817，1820，1823，1826，1829）的有关听课笔记和黑格尔本人的授课提纲核对整理成书，用德文于1835—1838年分三卷首版于柏林。1842—1843年再版，1955年民主德国将该版重印，书名改为《美学》。提出美学研究的范围是美的艺术或艺术的美，美学实质上是“艺术哲学”。全书从美的理念出发，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为中心线索，衍化出三卷的基本构架。第一卷总论艺术美的理念或理想，按照从理念→自然美→艺术美，在艺术美中从一般世界情况→情境→情致等逻辑序列，叙述理念经过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一步步具体化、感性化为艺术美的一般规律；第二卷纵论艺术发展的三种历史类型，按照理念在人类精神（世界观）中的历史演进线索和“理念与形象能互相融合而成为统一体的程度”（第一卷全书序论四）来划分艺术的历史类型，即对艺术作动态的、历史的类型划分，把艺术分为：象征型艺术（古代东方艺术）→古典型艺术（古希腊艺术）→浪漫型艺术（近代艺术），认为这是理念在人类艺术史上的感性显现过程。第三卷分论各门具体艺术，描述理念显现为艺术品时的各种具体的感性存在方式，即“艺术美如何在各门艺术及其作品中展开为一个实现了美的世界”（同上），具体分为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诗，其中前两种分别与象征、古典型艺术相对应，后三种属浪漫型艺术，体现着一种历史的轨迹。整个三卷之间贯穿着从一般到特殊到个别的理念感性化、具体化的思路。这是一部结构严谨而完整、内容丰富而深刻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功地运用辩证法阐明了美和艺术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揭示了艺术创造、鉴赏、发展的基本规律，包含不少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初步的实践观点（人的自我创造和环境的人化观点）、辩证的有机整体思想（艺术的完整性、生气灌注观点）、巨大的历史感（艺术史观）、强烈的现实感（对消极浪漫派的批判）、浓郁的伦理色彩（悲、喜剧理论）、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艺术美体现人的自由理性故高于自然美）等，这一切使它成为美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近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弱点是从理念出发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构架和辩证法的不彻底，导致了它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与现实主义美学倾向的矛盾；虚假、强制的总体框架与充满现实感、历史感内容的矛盾；审美理想上崇古与厚今的矛盾；封闭式的逻辑结构与艺术无止境思想的矛盾；“理念显现”说与萌芽中的实践美学观点的矛盾；普遍人性论与历史发展观的矛盾。这些不可克服的矛盾反映了《美学讲演录》的思想、历史局限。该书出版以来，已先后译成英、法、意、俄、西等多种文字，发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美学》
 （Ästhetik，oder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Aesthetics，or Fine Arts）　全称《美学或美的科学》。德国F．费希尔著。1846年至1857年间分卷出版。全书共六卷，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美的形而上学”，讨论美的概念问题；第二部分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美”，主要讨论美在自然和想象中的具体表现问题，认为美作为自然美，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作为想象中的美，是一种主观性的存在。第三部分是“艺术中的美”，即艺术论。这一部分又分两卷，第一卷为艺术总论，第二卷为艺术分论。该书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美看成是一种作为客观精神的理念在感性形式上的显现，用唯心辩证法说明美的各个范畴和艺术的分类。该书卷帙浩繁、体系庞大，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在内容方面基本上遵循了黑格尔所开辟的方向，但对黑格尔过于注重内容（理念）方面则有所修正。本书是黑格尔学派美学的代表性著作，但其中的移情观念对以后的美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中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主要以该书为直接目标，但该书中移情的观念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未来的艺术作品》
 （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The Artwork of the Future）　德国瓦格纳著。1850年莱比锡初版。书中论及了科学和艺术的关系，认为人类通过科学可以获得意识的实证，并由此认识到生活的必然性和真理，而艺术则是这些必然性和真理的印象。对“人民”的创造力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人民——“一切感到共同需要的一类人的总括概念”——拥有真正的创造力，对压抑人民创造力的社会生活给艺术的构造造成羁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书中对舞蹈、声音、诗歌、绘画、雕刻、建筑等不同的艺术门类进行了专门的审视，并提出了融合所有这些艺术门类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概念，这个“整体艺术”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以希腊艺术为理想的“未来艺术”，也即新型的戏剧。


《美学批评史》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Ästhetik；Critical History of Aesthetics）　德国夏斯勒著。1869年出版。作者试图将本书作为其尝试建构的美学体系的基础，因此在出版时标明为“第一编”，但第二编并未问世。书中批判了以空洞的哲学概念表述审美事实的美学研究风气，试图为美学理论提供一个批判的基础，并以此去观察审美意识的起源。全书尝试以对哲学演进的描述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审美自身的历史演变的讨论。该书对之后的美学史的写作和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悲剧的诞生》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The Birth o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　德国尼采著。1872年在德国出版。该书以“致瓦格纳”为序言，下分二十五节，从论述希腊悲剧的诞生入手，展开对艺术和美学的看法。书中的思想深受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但克服了悲观主义，认为艺术不是对人生的解脱，而是对人生的征服。希腊悲剧是由于日神阿波罗精神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对抗与调和而产生的。前者是雕塑、史诗等造型艺术的象征，后者是音乐、舞蹈等艺术的象征。强调音乐表达了抽象的自然本质，与意志本身合而为一，是一切艺术的本原，悲剧中音乐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强调静观的直觉的重要作用，认为人必须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中再度观照自己，其中没有强制与非难的作用，这种完善的静观世界就是美的境界。书中已表现出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转向权力意志的倾向，主张在悲剧的痛苦中感到一种更高的、征服的欢乐，看到生命是永恒的美。此书在尼采生前没有产生影响。但却为后人所重视，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著作。


《强力意志》
 （Der Wille zur Macht；The Will to Power）　全名《强力意志——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尝试》。德国尼采著。生前未完成，去世后由其妹伊丽莎白·福斯泰尔尼采（Elizabeth Förster-Nietzsche）编纂出版。1901年第1版收录尼采1883—1888年间写下的格言、片断四百八十三条。1906年第2版收录格言一千零六十七条，按所论问题编成，共分四个部分：（1）欧洲的虚无主义；（2）对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的批判；（3）新的评价原则；（4）训练和培育。尼采用强力意志取代上帝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认为它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其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认为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尼采看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一样，都有强弱之分，强者总是少数，弱者是多数。历史与文化是少数强者创造的，他们理所当然地统治弱者。由此提出他的超人哲学。


《视觉的形式感》
 （Über das optische Formgefühl；On the Optical Sense of Form）　德国R．费希尔著。发表于1873年。专论人对于静止和运动事物的知觉问题。作者从其父F．费希尔的“审美的象征作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提出“移情作用”的概念。认为视觉看到的外物的形式组织可以作为主体身体组织的象征。审美活动的最完满的阶段，也就是移情的阶段，这时，“我们把自己完全沉没到事物里去，并且也把事物沉没到自我里去：我们同高榆一起昂然挺立，同大风一起狂吼，和波浪一起拍打岸石。”第一次明确提出“移情作用”这一概念，并从心理学角度详细论述了审美移情现象，对后来的移情说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学导论》
 （Vorschule der Ästhetik；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德国费希纳著。1876年在德国出版。实验美学的代表作。该书一反传统哲学“从上而下”的思辨方向，提倡从具体审美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美学原则的“自下而上”的实验方向。具体提出了实验美学的三种方法：选择法，在一堆几何图形中依次选择所喜欢的图形；制作法，画出自己所喜欢的图形；常用物测量法，在常用物中测量其大小和比例。确立了十三条心理学美学的原则，如“审美阀”原则、审美加强原则、多样统一原则等。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从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向向“自下而上”的实验方向的转变。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实验方法和心理学原则为实验心理学美学奠定了基础，受到欧洲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发生了广泛影响。


《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
 （Das Problem der Form in der bildenden Kunst；The Problem of Form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德国希尔德布兰德著。1893年出版。书中对视知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将视知觉划分为“纯视觉”与“动视觉”，前者是静态的，它是在一定距离以外观看物体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双眼平行观看的产物，这一画面连续而统一；后者则是近距离观看所形成的一个个分开的画面，由眼睛甚至头部的运动将画面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运动，我们形成了动觉的观念，甚至能够想象到立体的、三维的形式，认为三维艺术作品的创作起源于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因素。主张艺术家遵循着远距离观看的知觉方式，在平面上取得和谐而统一的空间感与形式感。其对形式的强调、对纯视觉性的理论构建和艺术实践，为视觉艺术中形式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艺术的起源》
 （Die Aufänge der Kunst；The Beginnings of Art）　德国格罗塞著。1894年在德国出版。初版后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一版再版，成为艺术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该书是作者艺术史研究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的艺术观和美学观。全书共十一章，分别讨论了艺术科学的目的和方法、原始民族、原始艺术、人体装饰、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和音乐等，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作了详尽的探讨和论证。证明在社会经济组织与精神生活尤其是艺术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相互关系，揭示出支配表面上任意的艺术发展过程的根本规律。认为艺术学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对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作研究，书中指出原始民族的艺术不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同时兼有或主要是为了社会性的实际功用。原始艺术最高的社会职能是统一，而文明人的艺术则不仅造成统一，而且更能提高人类的精神。该书出版后发生了深广的影响，如奥地利艺术史家赫尔内斯、德国史学家屈恩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该书的观点，普列汉诺夫也反复引证该书的资料与某些观点。


《空间美学》
 （Raumasthetik；The Aesthetics of Space）　全名《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觉》（Raumasthetik und Geometrisch-optische Tauschungen）。德国里普斯著。1897年初版于德国。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审美问题，以几何形体对于人所产生的错觉为研究对象；用“审美的同情”论对175个具体事例进行深入分析，说明移情现象的性质、特征和原因。认为审美活动中的移情现象，是指审美主体通过“审美的同情”把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思想等 赋予具有特定空间意象（spatial image）的对象，使对象也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并成为审美对象。审美对象由事物的线、面、形等空间形式（意象）构成；这种空间形式因本身的线条、色彩和形状等能作为情趣的象征，故能被移情而带有审美主体的情感色彩。移情作用是一种美感经验。该书与作者后来撰写的《美学》一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待联想在移情现象中的地位问题上。本书中，作者肯定对过去生活经验的联想在移情作用中下意识地发挥作用，而在《美学》中，他则明确反对用联想来说明移情现象。本书文字晦涩抽象，它和作者的其他美学著作对20世纪初的心理学美学，尤其对浮龙·李、沃林格等人的移情说美学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学》
 （Ästhetik；Aesthetics）　德国里普斯著。两卷。第一卷为《美学的基础》，1903年出版；第二卷为《美的考察和造型艺术》，1906年出版。第三卷《艺术的体系》，没有完成。书中提出：（1）美学主要是一门心理学的学科，其主要任务在于描述和阐释审美对象对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特殊效果，以及产生这种效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美学是关于美和审美价值的科学。美学与艺术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理论与相应技术的关系。（2）审美价值的判断依存于对象。对象的物质形式是精神内容的象征，它使对象表现出生命和灵魂，并因此赋予对象以真正的审美价值。对象能表现出生命和灵魂是由于移情的作用。移情包括两个基本因素：主体的感情、意志等能移入对象；对象要具有合适的空间意象，能够使主体的感情、意志等找到适于安顿的地方。在移情现象中，主体和对象融为一体，对象的生命和灵魂就是主体的生命和灵魂，而主体的生命和灵魂又被对象的特质所严格规定。（3）审美的移情不同于实用的移情，这是一种不涉及实际利害感和欲念的移情。反对以联想说明移情的过程，认为某一空间形式与它所表现的感情之间的联系是独特无二的，不能用对过去经验的联想加以说明。（4）审美对象在形式方面的特性是由三大规律（整一律，多样统一律和主从律）所规定的。本书与作者的《空间美学》等书不同，它反对用联想说明移情现象；确立了规定审美对象特性的三大规律。本书是移情说美学的代表作，也是把美学研究引向心理学方向的重要著作，对现代西方美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动物的游戏》
 （Die Spiele der Tiere；The play of Animals）　德国谷鲁司著。1898年在德国耶拿出版。受席勒的艺术起源于“游戏冲动”学说的影响，为研究艺术的原理深入研究了游戏。从心理学观点出发对动物的各种类型的游戏加以研究，提出著名的“游戏练习说”。不同意席勒、斯宾塞用过剩精力的发泄解释游戏的本质，认为游戏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幼小动物的游戏是为以后的生存活动所作的“准备和练习”。各种动物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不同的本能需要，它们的游戏也具有不同的类型。该书还由动物的游戏活动进而论及人类的游戏活动，认为游戏活动有高级、低级之分，人类的游戏活动比动物的游戏活动高级，并以此说明艺术的起源与本质。认为游戏发展到高级阶段，总是带有外在目的，艺术活动就是一种高级阶段的游戏。艺术家的创造不仅具有对施展才能感到的快感，还具有一种较高的外在目的，即通过自己的创作影响别人，并显示出他超过同类人的精神优越。该书把席勒、斯宾塞的“游戏说”向前推进了一步，问世以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人类的游戏》
 （Die spiele der Menschheit；The Play of Man）　德国谷鲁司著。1901年出版于德国耶拿。是作者继《动物的游戏》之后又一部通过对于游戏的研究来揭示艺术的起源和本质的著作。认为儿童的游戏如同幼小动物的游戏一样，是为将来生活而作的一种准备和练习。游戏活动使儿童天生的各种禀赋和今后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能力得到练习和锻炼。在该书和《动物的游戏》中，谷鲁司提出了“游戏练习”说、“艺术游戏”说，并在评论里普斯“移情”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审美游戏的“内模仿”说，对现代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阿恩海姆的艺术理论明显受到其影响。


《艺术的本质》
 （Das Wesen der Kunst；The Nature of Art）　德国K．朗格著。两卷。分别于1901年和1907年在德国出版。游戏说和幻觉说的代表作之一。认为游戏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活动，通过游戏，人们在幻觉中得到了没有实用利害感的快乐。艺术就是这样一种假想的游戏形态，它也是一种幻觉。游戏是儿童的幻觉，是形式不成熟的艺术，艺术则是成人的幻觉，是形式成熟的游戏。艺术游戏主要通过听觉和视觉这两种高级感官所创造的幻觉来进行。每一种艺术都与一种游戏相对应，如音乐是听觉的游戏，装饰是视觉的游戏，舞蹈是运动的游戏等。把幻觉说从艺术扩大到自然，认为对自然作直觉而不是作观察，使自然成为与艺术作品相似的对象时，才会产生类似艺术的幻觉，具有美的意义。该书把美学与艺术论等同起来，与德苏瓦尔所主张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相区分的观点形成对比。


《体验与诗》
 （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Poetry and Experience）　德国狄尔泰著。是整体心理学文学理论的代表作。1905年出版。由五篇论文组成：“近代欧洲文学的进程”、“戈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歌德和文学创作的想象”、“诺瓦利斯”和“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近代欧洲文学的进程”是全书的导言，概述从中世纪后期到18世纪欧洲的文学创作如何由想象主宰转变成由理性主宰；在想象和理性主宰文学创作的不同世纪中，各种文学体裁如何更迭发展，文学作品的内涵又如何朝不同的方向深化。“戈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是对莱辛的评传，指出莱辛作品《拉奥孔》里哪些成果是引用其他研究者的，哪些成果是他自己的。“歌德和文学创作的想象”论述了想象在歌德文学创作、科学研究、世界观的形成中的作用。对三位想象艺术大师莎士比亚、卢梭和歌德作了比较。全篇采用描述心理学的方法。“诺瓦利斯”是关于德国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的评传，详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对诺瓦利斯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价值重估。“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是此书初版时新写的，是对这位介乎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的作家的评传。该书使人得以窥见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行将崩溃之际，德意志人的一般内心世界以及市民等级中的知识阶层如何深入自身探究独立自主的人格的价值。书中，狄尔泰说明了“体验”对诗、对艺术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体验中人们才能领会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的心灵和诗意。通过体验，诗才获得了生命。


《美学体系》
 （System der Ästhetik；The System of Aesthetics）　德国伏尔盖特著。1905—1914年在德国出版。移情说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论述艺术和心理学的具体问题；第二卷探讨各审美范畴；第三卷前半部分析了艺术和艺术创作，并注重美感经验的形而上学含义的研究，后半部着重讨论美与人类价值的关系问题。书中作者把移情作用看成是美感经验的基本特征；把审美移情分为“一般的移情”和“象征的移情”两大类；反对用联想去解释审美移情；认为美学的主要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也不排斥形而上学和发生学的方法；主张美是一种伟大的人类价值。该书对移情说美学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抽象与移情》
 （Abstraktion und Einfühlung；Abstraction and Empathy）　德国沃林格著。系作者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1907年完成并于同年发表于当时的《艺术与艺术家》杂志。1908年出版于慕尼黑，后十几年间一再修订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该书集中体现了作者反对仅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出发来推导艺术作品基本概念的古典主义规范，主张用抽象原则代替移情原则的现代主义美学思想。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篇，专论抽象与移情、自然主义与风格的关系；第二部分为实践篇，用三章分别论述装饰艺术、抽象与移情在建筑和雕塑艺术中的例选，以及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书中针对当时盛行的移情说，全面阐述了与之对立的抽象原则的合理性及其在艺术中存在的心理依据、特点和作用；同时详尽分析了罗马晚期艺术、拜占庭艺术和古代东方艺术的特点，特别揭示了“抽象”对这些艺术类型的意义以及“抽象”本身的发展历史。该书是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纲领性文献，是表现主义和抽象艺术运动中最杰出的艺术学著作之一，对西方艺术和美学思想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哥特艺术的形式》
 （Formprobleme der Gotik；Form in Gothic）　德国沃林格著。1911年出版。该书与作者另一著作《抽象与移情》同为20世纪西方艺术史学界的重要著作，并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德国表现主义运动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学文献和理论指南。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风格，一种是线条柔和、形象生动的自然亲切的艺术风格，一种是线条硬拙、紧张，带有明显几何抽象化特性追求流变的艺术风格。该书从这两种对立的风格出发，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进行重新阐释，认为“哥特式”因为其对于线条之精神属性的追求和解放心灵的趋势，构成了一条不同于南方古典主义、不受巴黎和地中海传统影响的北方日耳曼民族艺术发展的道路，这也使得“哥特式”成为北方日耳曼民族的一般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写照。


《美学和一般艺术学》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Aesthetics and General Science of Art）　亦译《美学与艺术理论》。德国德苏瓦尔著。1906年用德文在德国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美学和一般艺术学。第一部分探讨审美对象最一般的特性、审美的诸范畴以及美学的历史。认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区别在于：前者研究审美趣味、审美经验、审美直觉，是纯粹的科学、规范的理论；后者研究艺术作品的起源、本质、形式、创作及分类，是应用的科学、普通的技术。规范理论力求逻辑上的明晰，以便给正确思维提供指导，普通技术则力求实践上的熟练精通。认为审美印象具有感受感、形式感、内容感三种基本因素，分别产生感官效果、知觉效果以及移情和联想效果。还讨论了美学的一些范畴，如崇高的外延和内涵的范围、悲剧的来源等等。第二部分讨论艺术创作及艺术作品，认为艺术创作过程分为五个不同的但持续相连的阶段：待产的心情、构思、草稿、内心的酝酿、形体化。它们一起在心灵中培育了一种完整的形式，并把这种形式转变为一种具体的客体。这种用物质媒介和技巧而产生的形式，成为物质产品，独立于创作者和欣赏者之外。在艺术分类上，认为艺术有空间与时间、模仿与自由、造型与诗歌之分，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体系。但艺术科学不必拘泥于一种总的体系，可以分为诗学、音乐理论、美术理论等各个特殊的形态的艺术学。本书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促进了美学与艺术学的分化。


《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
 （Grundlegung der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The Foundations of General Science of Art）　德国乌提兹著。二卷，分别出版于1914年和1921年。第一卷着重讨论艺术科学不同于美学的基本特征。指出艺术科学主要是一门艺术的哲学，是关于艺术的价值和性质的科学。美学讨论的是纯粹的审美，不能胜任艺术现象的研究，但各种具体艺术现象又需要一般的原理，艺术科学由此而生。艺术科学既有美学的概括性，又面对具体个别的艺术作品。它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作品本身，以及它们全部的关系和条件。认为艺术是价值的形象表现，表现的目的是要直接在观赏者身上唤起感情。在作品中，除审美价值之外，还有伦理的、宗教的、理智的、爱国主义等价值，涉及历史、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对艺术的研究，必须借助美学，包括文化哲学、心理学、现象学、史学、价值论在内的多方面研究。第二卷探讨艺术作品、艺术家和一般的艺术这三大问题。认为艺术作品是一个单一的统一体，其目的是把人的感情体验呈现出来，从而打动情绪和感情。艺术家必须具备才能和人品，艺术家本人的世界观决定其作品的选材、价值和风格，艺术享受就是体验贯穿于作品之中的艺术的人格。还认为艺术天才与一般才能的差别不在量而在质。


《创作中的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us in der Dichtung；Expressionism in Literature）　德国埃德施米特著。是作者1918年发表的演说，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的宣言。该文呼吁表现主义作家不为固定的观念束缚，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悲剧的支配。提出文艺的表现对象是人和激情，艺术家应凭主观体验、观察培育出一种无限扩张、包容一切的激情，来表现和创造出既不同于自然主义又不同于印象派的崭新的世界幻象，这幻象是单纯、真实的，因而也是美的。认为艺术的幻象不在于与外在世界相一致，而在于与艺术家内心相一致，艺术家凭激情创造现实、把握事物意义而产生的艺术幻象是最真实的，一切形象只存在于艺术家自身而不在客观现实。提出艺术的伟大任务不在于复制现实，而在于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幻象世界。该文提出用激情表现幻象的理论，集中体现了表现主义观点，对推动该派文艺创作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r experimentellen Ästhetik；The Present Status of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德国屈耳佩著。实验美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全面分析了实验美学的发展状况，对近代哲学家与心理学在美学领域采用的种种实验方法作了详尽的说明。把实验方法分为：（1）印象法，要求受验者对审美对象作出判断并进行描写。具体包括审美对象不变法、改变审美对象法和简单描写法三种。（2）制作法，由受验者以物质媒介表现艺术的情感，体验作品在自己身上的效果。具体包括用原料制作一些形式关系、复制一作品、进行真的艺术创作三种。（3）表现法，检查受验者对一种美感经验在物理上和生理上的反应，如脉搏、呼吸、手势、动作、初发的运动和四肢的运动等等。该书把实验美学的方法从静态发展为动态，从一般的情感反映扩展到生理的反映，试图分出审美经验中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该书对实验心理学美学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一定作用。


《美学讲话》
 （Vorlesungen über Ästhetik；Lectures on Aesthetics）　德国齐亨著。实验美学的代表作之一。分两部在德国出版，第一部1923年出版，第二部1925年出版。在费希纳和屈耳佩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美学的性质和任务加以界说。主张美学的任务是对美感经验加以科学的研究。认为美学应有两种：普通美学和特殊美学，分别以感觉、表象、感情和自然、艺术为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和艺术是为审美目的而存在的。认为人类经验中最富审美特征的是对象在人们心灵中激发起来的快乐的情感。审美快感不同于善与真的享受之处在于它的直接性，而后两者则是间接的。用实验心理学方法对艺术和美学进行观察和研究，认为对简单的审美对象的实验方法是一种“包孕的、狭义的实验方法”，对艺术品或自然景象等复杂的审美对象则要运用“不完全的实验方法”。还提出“绝对谓语”的方法，以此来辨别各种不同的心理反应。本书丰富和发展了实验心理学美学，对现代西方美学“自下而上”方向的贯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语言与神话》
 （Sprache und Mythos；Language and Myth）　德国卡西勒著。1925年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结合。共六个部分：语言和神话在人类文化模式中的地位；宗教观念的演化；语言与概念；语词魔力；宗教思想的连续阶段；隐喻的力量。主张把康德的理性的批判变成文化的批判，形成一种系统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认为哲学以及认识论的起点应是人类智慧的起点，就是语言与神话。提出，在所有神话的宇宙起源论中，都可以发现语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语词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它是首要的力量。神话具有独特的隐喻思维方式，这种隐喻思维实际上乃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语言在本质上首先就是隐喻的。因此，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文化从根本上说建立于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概念的表达方式之上。


《人论》
 （An Essay on Man）　全名《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德国卡西勒著。1944年用英语在纽约出版。是作者晚年在美国用英文写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的简要本，反映了作者晚年的一些想法。全书十二章，前五章组成上篇，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出人区别于动物的是人能制造并运用符号。后七章组成下篇，集中探讨“人与文化”的问题，认为人通过“劳作”创造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文化，正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并获得自由。第九章专论艺术，集中表述了他的符号论美学的基本思想。认为美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与人类的心灵有联系，不是事物的一种直接属性。美感是人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它助人洞见事物形式，提供一种纯形式的真实，使人进入与事物的共鸣的想象之中，给予的是生命的运动和颤动而不只是情感，与对事物作理论的描述和解释的科学知识有别。美的心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分析和规定属于美的经验的那些现象的种类。不应追求一种美的形而上学理论，只应分析我们关于艺术品的直接经验。这些观点成为符号论美学的思想基础，由苏珊·朗格加以发展和完善。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Musik-Ästhetik in Ihren Hauptrichtungen；Musical Aesthetics in Its Principal Currents）　德国伽茨（Felix Maria Gatz，1892—1942）编写的美学资料集，并附有伽茨拟定的音乐美学主要流派分类提纲和他撰写的长篇导论。1929年由德国斯图加特费迪南·恩克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他律美学”，包括“教条的内容美学”、“形式美学”、“部分的内容美学”、“假定论的内容美学”以及“化身美学”；下篇为“自律美学”，包括“作为近似自律艺术的音乐”和“作为绝对自律艺术的音乐”。该书首次引入康德伦理学术语中的他律论和自律论概念，作为划分音乐美学流派的系统分类法。认为他律美学是指制约音乐的法则来自音乐之外，即音乐是音响之外的东西的表达、象征、符号和标记，这是音乐的内容，它以“内容—形式”这一矛盾为依据。他律美学又分为内容美学和化身美学，内容美学包括教条的内容美学、形式美学（或称负内容美学）、部分的内容美学和假定论的内容美学四个派别；化身美学是指音乐是音响之外的东西的躯体、化身和体现，即音响之外的东西在音乐中得以体现、表现和显示，它以“本质—现象”这一矛盾为依据。自律美学指制约音乐的法则存在音乐内部，音乐的内容只存在于音乐自身，并可以分为经验的和抽象推论的自律论两种流派。伽茨认为汉斯立克是自律论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对其著作《论音乐的美》给出了较高的评价。该书选编了约50位学者的80余部著作的相关章节，其中大多属于哲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诗人和作曲家们的音乐观，只有极少数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美学家。该书抓住了纷繁复杂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其清晰的理论构架，使它成为音乐美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Erläuterungen zu Hôlderlins dichtung；Elucidations of Holderlin's Poetry）　德国海德格尔著。是作者以荷尔德林为主题的文章的结集。初版于1944年，后多次再版，到1971年第四版时扩充、补收了正文中的第五与第六两篇文章。该书现被列为《海德格尔全集》第四卷，附录有相关的三篇文章。作者试图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阐释对象，是因为他认为，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并且同时又是思想家。“我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所以我们把他置于决断的关口上。”海德格尔是要进行一场诗与思的对话，是要从哲学上显现存在的意义，因此他通过选择荷尔德林的某些篇目分别阐述了诗、语言、人、思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传达出自己“诗意地栖居”的哲学精神。


《艺术作品的本源》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德国海德格尔著。1952年出版于德国。存在主义美学的重要著作。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来探索艺术的本源，认为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互为本源，相辅相成，但都依赖于艺术而存在。为了找到艺术的本质，就须寻找在作品中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一切艺术作品都有物性，但物性只是艺术作品的基础和载体。一双农鞋，作为器具，存在于有用性中，作为凡·高油画的农鞋，却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回响着大地的召唤，使人走入另一个世界。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作品最重要的特征是使人通过它思考存在者的存在。艺术使在作品上自然结合起来的创造者和保存者各自起源于各自的本质。


《尼采》
 （Nietzsche）　德国海德格尔著。1961年出版，现为《海德格尔全集》第六卷。是作者1936年至1940年间在弗莱堡大学所做讲座的讲稿，加上相关的四篇论文（作于1941—1946年）整理而成。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按照哲学门类系统地理清了尼采的主要思想；下卷除了总结尼采的形而上学外，更加凸显了“存在历史”课题，把形而上学（包括尼采形而上学）置于“存在历史”框架内。海德格尔在上卷中集中表述了他对美学学科的认识和他自己的美学史观，称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认为他的“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极端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把西方形而上学带向了完成。


《模仿论》
 （Mimesis）　副书名《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德国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著。1946年在瑞士伯尔尼出版。该书将现实主义文学史置于西方文体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描述。认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不论时地，都不仅仅意味着该事件本身，同时也意味着该事件预示或证实性重复的其他事件；事件间的关联主要不是被看作时间或因果的发展，而是被看作上帝安排中的整体性，这个整体的各个环节及其不同反映就是所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在尘世上彼此间的直接联系是微不足道的。该书的分析建立在这三个互为关联的思想之上，着重研究在处理写实题材时严肃性、冲突性或悲剧性的尺寸和方式问题。该书对西方三千年来最具影响的经典文学如荷马史诗、教会文学、骑士小说以及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文学中具有代表性作品中的各种不同写实风格及其发展脉络做了精辟的分析，其分析方法已广为学术界所重视。


《戏剧小工具》
 （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A Short Organum for the Theatre）　又译《戏剧小工具篇》。德国布莱希特著。1948年出版。集中反映了他的戏剧美学思想。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共同点是为减轻人类生活的负担而存在，但艺术经管人类的娱乐，这种娱乐由新的首创精神产生，它改善我们的生计，成为人的最大的享受。戏剧要通过反映人类共同生活来激发创造性的目光，促进社会改造。提出间离效果理论，认为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而不是使观众迷醉，必须对观众熟悉的事物加以间离和陌生化，使观众成为事件的清醒观察者，从而具有理性判断的能动性。演员与角色也要加以间离，使演员具有双重形象，既是角色，又是他自己。演员彻底化为角色与观众扎入剧情不能自拔，这两者都是致命的。演员应把社会状态当作过程展现出来，使人能观察社会的矛盾和运动。本书带有很深的表现主义印记。


《新音乐的哲学》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Philosophy of New Music）　德国阿多诺著。1949年出版。英译本于1973年出版。由《勋伯格与进步》（1941）、《斯特拉文斯基与倒退》（1948）两篇文论和一篇“导论”构成。该书融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和音乐史学为一体，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审视20世纪音乐发展中所产生的思想变化，将音乐放在与社会的特定关系中来揭示其本质，认为音乐“象征着社会，可以认为，音乐表现社会越深刻，就越不回避社会的指向”。音乐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模拟”，而在于突破其感性存在并转化为某种精神载体时，成为一种“异在事物”，才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该书以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为讨论基点，通过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这两位在音乐的社会内涵、倾向、风格、技法截然不同的音乐家的作品的批评，诠释了作者心目中音乐（艺术）的本质。认为这种本质就是“否定性”，对音乐传统中的社会消费需求否定，对传统音乐的风格、技法的否定，对传统审美观的否定，这种“否定性”是与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反叛精神。是否具有“否定性”是评判现代音乐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标准，认为勋伯格以突破传统的全新音乐语言、强烈迸发的情感表现无情而逼真地表达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向社会发出不和谐的反抗之音；而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音乐则是到音乐的传统常规中去寻求安慰，因而掩盖了当前的社会状态和精神本质。两者所表露的态度是否定与肯定两个极端，阿多诺认为前者是进步的，而后者则是倒退的。本书也强调了音乐具有双重本质，既是一个自律的整体，又是一个社会事实，从而肯定了音乐艺术自身的自律性。此外对现代音乐的形式、技法特征也有精彩的论述。


《美学理论》
 （Ästhetische Theorie；Aesthetic Theory）　德国阿多诺著。1970年出版。全书十二章，分别为：艺术、社会、美学；情境；丑、美与技术；自然美；艺术美：显现、精神化与直观性；幻象与表现；谜语特质、真理性内容与形而上学；连贯与意义；主体—客体；艺术作品理论断想；一般与特殊；社会。该书依据文化批判主义方法，分析了古典美学理论的利弊，现代艺术的社会职能与真理内容，指出了当代美学的新生条件与发展途径。认为，文化产业消耗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和更充实的活动的潜能，它协同大众媒介，助长了一种精于包装的意识形态，使人们适应于习惯性的统治，把个性消失于共性之中，导致了生活、消费、审美的平面化、时尚化和肤浅化；文化产业具有商品社会一切产业的基本特点，它以交换为目的的产品不能满足任何真正的精神需要。认为，人类要摆脱现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还得从文化入手，培养和发展一种真理意志；真正的艺术是精神活动，是精神性和自律性的艺术；艺术的本质和社会职能在于它与世界的对立，激发真理意志的现代艺术抓住美与丑、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迫使人们认清自我和现实，进而得到解脱。认为，艺术总是一个“变数”，它期待一种尚无人知的审美形式来取消行政管理下的观念及其在艺术中的反映，预示着现代艺术和美学的发展前景。


《电影的本性》
 （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副书名《物质现实的复原》。德国克拉考尔著。196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作者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分导论、一般特征、范围和元素、构成、尾声等部分。书末附有61幅照片。该书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原”这一基本命题出发，阐明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认为电影的本质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跟人们周围的世界有明显的近亲性。具体的生活是电影的食粮，也是衡量一部影片发挥其手段的标准。该书从各个方面阐明电影的照相本质，并由此说明电影的艺术功能，提出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拍摄那些有典型性的偶然世界，才能拍出符合电影本性的影片。


《真理与方法》
 （Wahrheit und Methode；Truth and Method）　德国伽达默尔著。现代解释学哲学、美学的代表作。1960年由联邦德国图宾根出版社用德文出版，1965年、1973年和1975年多次修订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主要对艺术经验的本体论作分析，阐述了对于艺术作品“理解”现象的一般特征，并揭示了艺术经验的哲学本质；第二部分“人文科学中有关理解的真理问题的扩展”，主要批判古典解释学，阐述了现代哲学解释学的一般原则；第三部分“语言指导的解释学的本体论运用”，把语言在理解活动中的重要性作为论述的重点，阐述了作者的语言本体论。该书认为，艺术经验是哲学解释学的出发点；文本的意义永远无法被作者的意图和解释者的理解所穷尽，不同时代的读者会从文本中不断发现新的意义；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渗透了历史视界与读者的现在视界之间的视界融合，一切理解和解释都是生产性的；包括审美理解在内的一切理解中的偏见是“合法的偏见”，理解和解释中包含了解释学循环这个基本结构要素；应当以效果历史的原则去理解和解释包括艺术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解释学经验既是一种开放性的经验，又是有限的、历史的经验；语言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理解在本质上是语言的，没有语言的中介，则不可能有视界融合；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本体论关系，语言不能脱离世界，它必须表现世界；而世界则在语言中呈现自己；语言揭示了我们对世界的全部态度。该书的问世直接启发了以尧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并对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的现实性》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副书名《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德国伽达默尔1974年在萨尔茨堡大学所作讲演的讲演稿。1975年出版。其中探讨了艺术的合法性问题，认为历史意识会预先规定对艺术的眼光和感受。为了沟通传统与当今的创作观念，提出要理解现代艺术，就必须掌握其意指的不确定性。艺术经验的人类学建基于“游戏、象征、节日”上。如同游戏一般，每个人都是同戏者；而象征使意义出现，把某物作为人们已经了解的东西来认识；节日则体现了共同性，是一种聚拢力量，它使时间停住延搁，让人们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内心涌动，融入永恒。认为，“‘处于一些经久不变的东西的滞留的片刻之中’——这就是今天、昨天和自古以来的艺术。”由此，艺术是一种中介，其意义存在于观者自身经验与作品象征意义的新的融合。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德国本雅明著。1963年用德文出版于法兰克福。该书有两稿，出版时一起公诸于众。第一稿十九节，第二稿除一个前言和后记外，共十五节。两稿之间所探讨的问题和观点基本相同，只是阐述问题的次序和详略有异。全书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理论出发，对当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提出现时代的艺术主要是机械复制的艺术，这种艺术以追求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替代传统艺术致力的膜拜价值（Kultwert），它的出现，使传统有韵味（Aura）的艺术走向崩溃。在艺术欣赏上，它以消遣性的接受方式替代了传统的凝神专注式的接受方式，使传统审美的艺术（Ästhetische Kunst）演变成后审美的艺术（nachästhetische Kunst）。该书在西方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也是本雅明最杰出的代表作。


《试论布莱希特》
 （Versuche über Brecht；Understanding Brecht）　德国本雅明著。1966年出版。包括《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等篇目。该书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观点，认为艺术生产的关系决定着艺术生产力（即技巧与手段）。将“技巧”作为艺术“内质”的存在，巧妙地消除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沟通了文学、艺术作品与社会发展、政治倾向等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布莱希特为代表的现代戏剧、摄影、电影等这些当时新兴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分析、肯定。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Charles Baudelaire：Ein Lyriker im Zeitaler des Hoch-kapitalismus；Charles Baudelaire：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德国本雅明著。包括“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和“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两篇论文。由阿多诺作为全集第一卷中的一部分出版于1974年。本雅明从抒情诗人波德莱尔对19世纪中期巴黎的现代性体验的考察出发，希望能重新阅读处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期的巴黎。书中，本雅明与波德莱尔一起对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渐次熄灭的煤气灯、把人固定在土地上的住房牌号、日渐堕落成商品生产者的专栏作家”发出挽歌式的哀叹，一起作为“城市的闲逛者”躲在人群里注视着这个嘈杂的商品物质世界，一起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出“震惊”的慨叹，在结尾处理性而忧郁地击碎了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英雄之梦。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论述，是其《拱廊研究计划》的直接成果。由于第一篇“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未能通过审核，本雅明被迫全面修改，直至新论文“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获得认可。


《音乐美学》
 （MusikÄsthetik；Esthetics of Music）　德国达尔豪斯著。1967年德文出版，198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英译本。主要包括：美学这门学科的起源和内涵，音乐作品的本质和特性，情感美学的嬗变，器乐的地位和意义，康德的美学思想，浪漫主义的音乐理念，黑格尔的音乐美学，叔本华的艺术理念，对汉斯立克形式主义美学的再评价，李斯特标题音乐美学的实质内容，歌剧的改革及其理论前提，审美直觉与历史知识的辩证关系，音乐现象学诸问题剖析，音乐批评标准的问题探究等。该书力图探究音乐美学的历史维度以及当下性，注重对美学观念和思想范畴背后的具体历史文脉进行梳理和诠释，强调“美学的体系即是它的历史”。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特别是18世纪中至20世纪上半叶）中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和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和诠释性的阐发，为当下音乐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探讨提供了思考框架。


《社会—文学—阅读》
 （Gesellschaft，Literatur，Lesen；Society，Literature，Reading）　德国瑙曼等著。柏林和魏玛建设出版社1975年出版。系民主德国一些文学理论家受接受美学的影响，吸收康士坦茨学派的基本论点，并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接受美学理论的专著。书中认为，在文学的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文学的生产是起点，文学被接受和产生效果是终点，故而接受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因素，但其能对文学的再生产起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又构成文学再生产的起点。在接受过程中，读者是作品社会效果的实现者——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各有具体情况，接受前提的内在意义和结构、个性和特点对读者的理性和感性生活经验，对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以至整个心理形成一种“召唤”，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的合作者”。认为作品对接受过程起一种“驾驭作用”。每一部作品都是一种“接受前提”，读者只能在接受前提规定的可能范围内将作品现实化，因此文学作品的效果首先取决于接受对象——作品的内容与艺术上的质量。此外，作品的效果还取决于接受者所处的社会状况，及其他社会中介机构。个人的接受是在社会接受的基础上和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一部作品的接受方式、接受程度和接受内容以及作品的效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态，而这种变异性又是受作品所提供的接受前提和作品的社会接受状况所制约。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Ä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德国尧斯著。1979年出版。该书运用解释学的原理，对审美经验进行诠释，并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推进为对艺术、美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反思。第一部分共五章，分别为：审美经验的理论及历史概述；与主人公认同的互动模式；论喜剧主角之逗人发笑；论古代和现代抒情诗的“结构统一性”问题；“家的温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交流模型的1857年抒情诗。探讨了审美经验的定义和自柏拉图以来的审美经验理论的历史发展，把审美经验区分为创作、感受、净化三种类型；重新区分并肯定了审美认同；展示了以文学接受为指导的文体史研究的实例，并将接受理论推广到各种层次的雅俗文学的社会交流功能的研究。第二部分讨论阅读过程中的问答逻辑及其在理解、解释历史经验中的运用。


《艺术的意味》
 （Die Bedeutung der Kunst；The Significance of Art）　德国盖格尔著。1986年出版于美国。全书分为三编十一章，是一部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美学的理论著作。认为不论是“自上而下”的传统本体论美学，还是“自下而上”的心理学美学都将主客体对立起来，都是以单纯认识论的模式研究美学，而现象学的方法正可以弥补两者的不足。该书以胡塞尔的作为“纯粹意识”的“现象”为理论原点，将意识客体与意识主体统一起来，认为“现象”是一种“纯粹”意识，它具有先验的本质特性。对于审美来说，审美对象既非客体实存的“外貌”又非纯粹的各种主观“印象的联合或混合”，它作为客体的“现象”层面是审美主客体的统一，因此美学是关于审美价值的科学。提出现象学美学方法的特点：（1）只关心审美现象，注重对审美现象的描述；（2）需要把握的是对象本质的、内在的特性，它存在于对审美现象的领会过程之中；（3）人们既不能通过演绎也不能通过归纳来领会这种本质，而只能通过“直觉”的方式进行，这种直觉并非主观的任意曲解。由于审美现象中审美客体的存在，这种直觉必须经过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达到，因此现象学的直觉并非单纯主体的主观感受。经过分析后的直觉所收获到的艺术之美是“深层的艺术效果”，而单纯主体的主观感受则是“浅层的艺术效果”。此外，该书还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了事实与价值、快乐与享受、审美判断、艺术的精神意味、审美意味的本质等美学问题。

瑞士


《古典艺术》
 （Die Klassische Kunst；Classic Art）　瑞士沃尔夫林著。1899年出版。主要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作品研究，分别介绍、赏析文艺复兴盛期大师们和这些大师前辈们的作品；第二部分为理论研究，描述了文艺复兴古典风格所具有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和绘画形式的特征。书中语言极具洞察力，从形式上解释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绘画与雕塑，基本不涉及题材的意义或决定创作过程的其他因素。其风格分析把文化史和心理学糅合到创作过程中，自成一套完善的审美体系。该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艺术批评的发展。


《艺术史的基本概念》
 （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瑞士沃尔夫林著。1915年在德国出版。形式主义艺术论的代表作之一。本书目的是要把艺术史上那种与最强烈的个人差异并存的共性归纳为若干抽象的普遍概念。认为艺术作品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了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和个人气质。同时代的艺术家都用自己的语言说出了同一个问题，有着明确的相近的词汇。艺术家个人的气质、心境和意向在艺术发展史上无足轻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艺术家所在的时代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家个人只是用某种方式来完成这一普遍形式，并运用于自己的目的之中。艺术史的目的就是要研究这种视觉表现（形式）本身的历史，揭示视觉表现的发展阶段，即不是用艺术再现的具体内容，而是按建立在再现性艺术基础上的普遍的感觉方式即“风格”来研究艺术史，提出了五对研究艺术史的普遍概念：线描风格和图绘风格；平面和纵深；封闭的形式和开放的形式；多样性和同一性；主题的绝对明晰和相对明晰。古典艺术向近代艺术的发展就是从明确的造型向纯视觉的、图绘的感觉的转变，从各部分的和谐同一到由各部分从属于占优势部分的同一，从描绘主题的明晰到主题不明晰，各种描绘手段有自身的生命。这五对概念中的十个概念都有模仿和装饰的意义，都与某种美的观念有密切关系，它们的发展也遵循着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逆转的普遍规律，即视看的内在逻辑。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Soul）　瑞士荣格著。1933年出版。针对现代人在精神上所遭受的幻灭、痛苦以及心理疾病等诸多问题所作的心理分析。由十一篇讲稿组成，分别为：“梦之分析的实际应用”；“现代心理治疗的问题”；“心理治疗的目标”；“心理学上的类型论”；“人生的各阶段”；“我（荣格）与弗洛伊德之异同”；“古代人”；“心理学与文学”；“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定”；“现代人的心灵问题”；“心理治疗与牧师”。认为，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的直接表现，人的潜意识先于意识，是潜在的心理功能体系；称自己的心理分析学有别于弗洛伊德用压抑冲动去解释心理症状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学可以用于自我教育，填补西方文化中的心灵空虚，使人们恢复生命朝气，培养自我意识和意志力；心理学上的性格类型一般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此外，还可以分为思考型、感觉型、知觉型和直觉型四种；在人生的各阶段中，青春期和中年期最值得心理学研究，而孩童时代与老年时代都陷入无意识的心理状况中；古代人或原始人的显著特色是集体无意识对一切事物的投射；现代人的心灵问题在于精神上的不安，因而精神生活对现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精神力量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一种无形的变化；而心理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解释一件艺术作品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可揭开促使一个人产生艺术创作才华的因素。


《语言的艺术作品》
 （Das Groteske Seine Gestaltung in Dichtung und Malerei；The Grotesque in Art and Literature）　副书名《文艺学引论》。瑞士凯塞尔著。1948年出版。作者试图找出能够适用于分析所有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准则。第一部描述各种基本现象，包括文学作品的内容、诗句、语言和结构等方面，第二部将这些基本现象与内容、节奏、风格、类别等进行综合。区别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不同，强调了文学作品的独特性质，即文学作品不因与某种外在事物的关系而具有意义，文学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完全摆脱了它的创造者，它处于“自主的”状态。“每个文学作品表现一个统一形成的艺术世界。”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内容对于作品是没有多少关系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不在于新的内容和材料而在于其表现形式，即文学作品的内容就是它本身，而不是被它所描写的东西。该书对文学的讨论例证丰富，对战后德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儿童心理学》
 （La psychologie de l'enfant；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瑞士皮亚杰与英海尔德（Bärbel Inhelder）合著。1966年在巴黎用法文出版，1969年由海伦·威弗（Helen Weaver）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全书共六章，分别考察了儿童心理发展四大阶段的基本特点：感知—运动阶段，从出生到两岁；前运算阶段，从两岁到六、七岁；具体运算阶段，从六、七岁到十一、十二岁；形式运算阶段，从十一、十二岁到十四、十五岁。本书序言指出：“发生心理学试图根据心理功能的形成方式，也就是儿童心理机能的发展来解释心理、机能。”揭示了儿童心理机能的研究对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研究的普遍意义。认为人类的思维是一个世世代代不断进化的结果。任何行为模式都包含了作为动机的情感因素和构成行为模式的认识结构的知觉或理解。情感和认识既不能分割又不能互换。在认识的发展过程，自我调节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本书把儿童的艺术能力（主要是绘画能力）的形成作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认为儿童绘画出现在儿童心理发展具有信号性或象征性功能的阶段中，儿童绘画介于象征性游戏与心理表象之间。本书对于研究艺术心理学，尤其是儿童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生认识论原理》
 （L'épistémologie génétique；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瑞士皮亚杰著。1970年在巴黎用法文出版。该书系统阐述了皮亚杰关于发生认识论的基本学说。全书分为三章。分别考察了认识的心理发生；认识在机体方面的起源和机制问题；对古典认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认为发生认识论研究的是认识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具有跨专业的性质。认识既不能看作是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特性中预先决定的。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它既包含了主体，又包含了客体。每一认识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较复杂的结构。认识在生物发生方面总是与生物的自我调节系统相联系，后者提供了认识建构的起点，但并不预先包含后来的那些建构物。认为生物的发展过程是个体组织环境和适应环境这两类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亦即生物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的相互作用过程。拉马克学说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S（刺激）→R（反应）公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对某一刺激起反应首先需要主体具有对刺激起反应的能力，应用SR公式来代替S→R公式。指出认识的建构过程也就是以心理图式为基础，不断地进行同化、顺应和平衡的过程。书中通过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发生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发生认识论对于说明人类艺术认识能力和审美心理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也曾试图运用这一学说来解释儿童艺术能力的形成。

奥地利


《论音乐的美》
 （Vom Musikalisch Schönen: ein Beitrag zur Revision der Ästhetik der Tonkunst；On the Beautiful in Music）　奥地利汉斯立克著。1854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至1902年已出十五版，每次重版时作者都作了修订增补。有法、意、英、挪、俄等译本。该书原意只为宣传作者的主张，故初版中的行文措辞多为论争性、进攻性的。书中提出以下主要观点：（1）美没有任何目的，美仅仅在于形式。（2）“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种美不需要外来的内容，只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音乐本身有自己的规律。（3）音乐内容是音乐形式本身，亦即乐音的运动形式；形式即变成形象的内在精神。（4）美的最后价值永远以情感的直接验证为根据。（5）音乐美学应当与艺术史分开，音乐是人类精神的表现，与当时的文艺、社会和科学有联系，但这些是艺术史范围内的事情。该书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受到西方音乐界和哲学界的广泛重视，同时也引起不断争论。


《梦的解析》
 （Die Traumdeutung；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又译《释梦》。奥地利弗洛伊德著。1900年用德文出版。出版十年后才引起重视，被誉为他“最伟大的著作”。全书共分七章，运用大量梦的例子来解析梦的材料、来源、本质和功用等。认为梦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心理活动。释梦是对梦的各片断逐一解释。当人的愿望受压抑而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时，愿望便会在梦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梦可定义为是一种受压抑的愿望经过改装的达成。梦有显意和隐意，梦的显意（梦内容）以一种容易了解的方式将梦的隐意（梦思）传译出来，它的基本方法有四种：（1）凝缩作用（condensation），梦把丰富的梦思凝缩为简单的梦内容；（2）转移作用（displacement），人的本能冲动为冲破“检查”的限制，常把梦思的隐意加以转移和改装；（3）表现作用（representability），将梦思化为图像而得到表现；（4）再度校正作用（secondary elaboration），白天运行的注意力在睡眠状态下继续起着指导、局限、批评作用，使梦有时合乎逻辑，与白日梦相似。通过这四种方法，表达人的本能愿望的梦的隐意，经过梦的工作被改译成形式。书中引用了不少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和作家的梦来为自己观点服务，相当牵强附会，但也不无可取之处。初步涉及白日梦与创作的关系，认为白日梦的意义尤为文学家所注意，其中的幻想性质与夜梦有许多相同之处。本书对梦的机制作用和原因的分析，为对艺术创作与梦幻进行类比提供了心理学根据，也为把精神分析学引入美学研究打开了思路。


《释梦》
 　即“《梦的解析》”。


《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
 （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奥地利弗洛伊德著。1912年用德文出版。该书以俄国作家梅莱兹考夫斯基所写的达·芬奇传记小说为依据，分析了达·芬奇笔下的圣母形象妩媚优美的原因。认为这与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有关，达·芬奇一生对母亲怀有过分热烈的依恋之情，这种深情在他后来的绘画中得到升华，使他描绘的圣母形象庄重可爱，其微笑神秘和激动人心。认为达·芬奇绘画作品中广为人知的迷人的微笑，是艺术家的创作，也是他的情欲的产物。该书开创了对艺术作品及其作者作心理分析的先例，是应用性欲升华、转移说分析艺术作品的一个范例，对美学和文艺批评中的弗洛伊德派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精神分析引论》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奥地利弗洛伊德著。1915—1917年用德文出版。由在维也纳大学的三次讲稿汇集而成。分过失心理学、梦、神经病通论三大部分。书中提出了精神分析的两大命题：“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性的冲动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这些性的冲动对文化、艺术和社会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认为梦有睡眠和心理活动两种共同因素，说出来的梦可称为梦的显意；其背后由联想而知的隐含的意义，可称为梦的隐意。释梦是要通过梦的显意发现梦的隐意。认为梦有一种象征作用，象征潜意识的精神元素。认为神经病由“力比多”的执着和偶然的或创伤性的经验所产生。书中对压抑、执着、自恋、移情等概念作了专门的阐述，认为精神上的幻念在精神病患者那里无法返回现实，但在艺术上却可返回现实。艺术家知道如何润饰和修改他的昼梦，并能用特殊的材料来表示出幻想的观念，使强烈的快乐附在幻念之上。本书虽然主要讨论精神病的病因与治疗，但其中关于性冲动、梦及其象征与转移作用、压抑、自恋、移情等问题的论述，对用精神分析原理说明艺术和美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思路。此书的章目与1933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的章目衔接，均被公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著作。此书被一再出版和翻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Spätrömische Kunstindustrie；Late Roman Art Industry）　奥地利李格尔著。1901年出版。书中提出了“艺术意志”概念，并从建筑、雕刻、绘画及工艺美术（穿孔制品、楔刻制品、石榴石镶嵌金器）等四种艺术形式出发，对罗马晚期艺术意志的特征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艺术意志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是超越了个体艺术家意志或意图之上的抽象力量，“人并不只是一种仅仅以感官（被动地）来感知的生物，他也是怀有渴望之情的（主动的）生物，因此，人要将这世界解释为最符合于他的内驱力的样子（这内驱力会随民族、地域和时代而变化）。这意志的特点永远是由可称之为特定时代的世界观所规定的。”认为艺术意志是可变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结构与追求。“艺术意志”概念是艺术史学史上最具争议的概念。该书深刻地影响了后起的沃林格尔、帕诺夫斯基等艺术史家。


《新音乐理论与幻想》
 （Neue musikalische Theorien und Phantasien；New Musical The-ories and Fantasies）　奥地利申克尔著。共三卷：第一卷《和声学》（Harmonielehre）发表于1906年，第二卷《对位法》（Kontrapunkt）上下册分别发表于1910年和1922年，第三卷《自由作曲》（Der Freie Satz），发表于1935年，是他最成熟的顶峰之作。该书系统阐述了新的音乐分析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音乐分析概念。强调对音乐作品内部结构的分析，主张探寻音乐作品的内在规律。认为任何一部真正杰出的音乐作品的内部都存在一种所谓“有机的内聚力”（Organic Coherence），正是由于这种“内聚力”，才使音乐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网络。申克尔正是抓住这个关节点，探索并建立了一整套针对欧洲调性音乐作品进行综合性分析的方法体系。


《艺术视觉与艺术听觉的心理分析》
 （The Psychoanalysis of Artistic Vision and Hearing: An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Unconscious Perception）　副书名《无意识知觉理论引论》。奥地利埃伦茨维希著。1953年用英文出版。该书主要运用完形心理学的知觉理论和精神分析学的深层意识理论，并广泛参考和借鉴了西方现代心理学和艺术理论的一切有价值的观点，在具体的艺术体验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艺术知觉过程的无意识结构以及隐藏在无意识结构背后的非具象形式要素（inarticulate form elements）。认为艺术知觉分为表层知觉和深层知觉，表层知觉在抽象的完形原则指引下，只关注物体的恒常性质，即具象形式要素，排除完形范围之外的偶然微小的细节，形成精确、简洁、整一、符合审美要求的形象意识；深层知觉主要关注完形范围之外和物体范围之外的非具象形式要素，它是无意识象征意义的领地，呈现出模糊、复杂、多义、非理性的形象意识。深层知觉的存在以破坏表层知觉为前提，两者在艺术知觉中的相互搏斗和对心理能量的争夺引发了双重的具象过程。当非具象形式要素被纳入表层意识的完形结构中时，它便被意识接受而同化为具象形式要素，这一过程中的感受就是美感。如果它没有成功地进入表层意识，被当作偶然、琐碎的形式排除在完形范围和物体范围之外时，就产生了丑感。所以，丑是处于从非具象阶段到充分具象阶段的中间阶段，丑和美是同一具象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艺术与共处》
 （Kunst und Koexistenz：Beitrag zu einer modernen marxistischen Ästhetik；Art and Coexistence: Contribution to a Modern Marxist Aesthetics）　奥地利费舍（Ernst Fischer，1899—1972）著。1967年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出发，指出艺术往往具有超越经济基础而存在，不因促使它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的特质，从而具有异于其他上层建筑的特性。认为人类具有“连续”发展的特性，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与其说是受时间条件所限的东西，不如说是预言性的贡献，是先见，是界限的超越，是尚未被发现的现实的发现。”因此，文学和艺术不完全属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不仅仅是这些关系的客观反映，艺术存在的价值在于它首先是人的一种出自自身的创造活动。在这样的艺术本质论基础上，该书扩大了“现实主义”的界限，将所有努力表现和把握现实的艺术和文学都称之为现实主义。书中高度评价了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将之视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的代表，进而提出了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在寻找新的艺术语言上的汇合的思路，认为只要把传统现实主义把握现实的态度和现代主义把握现实的焦点与技巧、方法结合起来，就可以建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此外，该书对列宁的“党性原则”、异化等问题都有极为重要的阐述。

俄国、苏联


《文学的幻想》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чтания
 ；Literary Reveries）　俄国别林斯基著。1834年12月作于谦巴尔，连续发表在《望远镜》附刊《杂谈》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期上。该文关注俄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对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期间的俄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予以评论，批评贵族文学西欧化的恶劣倾向，捍卫普希金、果戈里的现实主义传统。受黑格尔理念论影响，认为艺术是宇宙的伟大理念在他的无数多样的现象中的表现，艺术应当“用语言、声响、线条和色彩来描写和再现大自然的普遍生活的观念”；创作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艺术家的“神秘预见”是创作的主要标志，诗歌没有目的。同时强调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主张文学必须表现民族生活和民族精神，文学应该描写“美”与“丑”的斗争。该文涉及关于民族戏剧的观点，指出讽刺喜剧的特点及其改造社会的教育作用。该文尚未达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高度，但初步形成了关于现实主义、民族性等精辟论点，是俄国第一篇具有深刻科学性和严密逻辑性的文学评论。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
 （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
 . Гоголя
 ；On Russian Novelette and Gogol's Novelette）俄国别林斯基著。1835年发表在《望远镜》上。提出“诗歌可以分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两种”，在“理想的诗”里，诗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生活”，着重主观；在“现实的诗”里，诗人“按照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和赤裸的面貌来再现现实，忠实于生活的一切细节”，着重客观。认为理想的诗须与情感协调，现实的诗则须与所表现的生活协调。现实的诗产生于讲究实证的时代，更能被大家所理解和领会，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论文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纲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像凸出的镜子，在一种观点之下反映复杂多彩的生活现象，像持解剖刀般地把生活中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揭示出来。论文还涉及典型、民族性、灵感、创作过程等问题，指出典型性是文学创作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应该区别出两方面来：一般的、人类的和特殊的、个人的”。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1847 года
 ；A View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1847）　俄国别林斯基著。分两篇登载。第一篇于1848年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第二篇为第一篇之续作，撰写该部分时作者已病重，通过口述，由其夫人笔录。它批驳了当时御用文人对“自然派”的攻击和诬蔑，坚决捍卫自然派的现实主义文学方向。指出自然派文学当时“站在俄国文学的最前哨”，自然派作家的巨大功绩在于使俄国文学走上了确实的、真正的道路，它将前进、变化，可是永远不会不忠于现实和自然。肯定自然派创作遵奉的法则是“所描写的人物”逼肖“现实中的范本”，“大自然是艺术的永恒的楷模”。批判纯艺术论，指出纯粹的、超然的艺术是不存在的，纯艺术论是试图“夺去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夺去艺术“最泼辣的力量，即：思想”。主张艺术创作中的幻想和想象，指出艺术与科学的根本差别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艺术家并不排斥理智和判断，学术家也不排斥幻想。提出文艺作品的倾向问题，认为倾向须以才能作支持，没有才能，思想和倾向仍将是一般修辞学的东西。书中还评述了184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逐一分析其内容与艺术表现的特色。


《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а
 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Aesthetic Relations of Art to Reality）　又译《生活与美学》。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为其硕士学位论文。写于1853年，1855年初版。作者于1888年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指出，该书的实质是“证明艺术作品决不能和活生生的现实相提并论”。为美学史上第一部试图用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美学著作。该书批判费希尔和黑格尔的观点，研究现实美，归纳出美的本质，提出“美是生活”的定义。指出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人们关于生活的概念、美的要求、审美标准都各不相同，初步接触到阶级论的思想。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肯定现实高于艺术，现实美高于艺术美，反对艺术美是弥补现实美之不足的观点。认为艺术必须凭藉想象，但想象的形象与感觉的印象相比是暗淡无力的。认为创造性想象仅仅诉诸记忆与回忆，力量十分有限；艺术想象是热情达到反常的病态现象。在典型问题上，认为作家必须捕捉人物性格的特征，使人物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不能用自然主义方式和抽象的概念创造典型。但又反对艺术创造需要集中、概括和理想化，认为艺术典型可直接从现实生活移入艺术作品。这一思想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提出“代替说”。并指出只有“能使人发生兴趣”的现实才能成为文艺的内容。书中提出文艺作为“生活教科书”的三大社会作用：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和对生活作出判断。还论及戏剧问题，认为生活与艺术中的悲剧事件由一定的客观条件决定，是社会现象的产物。指出悲剧是人的难关或死亡，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书中对“崇高”范畴也作了论述。该书是美学史上第一本试图用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美学著作，对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生活与美学》
 　即“《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


《艺术论》
 （Что
 та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What is Art）　英译本的名称为《什么是艺术》。俄国托尔斯泰著。1896年首次出版于莫斯科。该书对历史上各种美的定义作了综合与调和，主张美即凡能使我们感到惬意而不引起我们欲望的东西。提出艺术的本质在于交流情感，认为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中重新唤起这种情感，并用某种外在标志表达出来。主张艺术不是上流社会的特权，而是全民的、全社会的艺术。提出区别真假艺术的标志是艺术的感染性，艺术感染的深浅取决于三个条件：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感情传达的清晰程度；艺术家真挚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的真挚。认为就内容而言，艺术的好坏在于能否表达善良的、为求取人类幸福所需的感情，即表达一种现代的宗教意识。


《没有地址的信》
 （Письма
 без
 адреса
 ；Unaddressed Letters）　俄国普列汉诺夫著。发表于1899—1900年。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封信”至“第四封信”及两个“札记”（《具有概要或提纲性质的个别札记》和《〈没有地址的信〉的准备工作札记》）。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分析了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认为艺术起源于生产活动，它的产生、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者引用大量感性、考古材料证明，在以狩猎为生的民族的装饰艺术中，植物完全没有地位，原始艺术与生产劳动相联系。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是从实用观点出发的，“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因此艺术不是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生产劳动。原始氏族的“文身”、以“兽牙”作装饰等都说明了“从有用的观点对待事物的态度”，在这里是先于从审美快感的观点对待事物的态度，在“札记”中，作者还论述了艺术的阶级性问题，认为“阶级艺术所表现的是那创造它的阶级认为是好的和重要的东西”，这种意识“不是直接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该书在我国产生过很大影响。


《艺术与社会生活》
 （Искусство
 и
 обш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Art and Social Life）　俄国普列汉诺夫著。发表于1912—1913年间。是作者根据1912年11月在巴黎所作的学术报告改写而成。文章的前一部分发表于《同时代人》1912年11月号和12月号；后一部分发表于该杂志1913年1月号。全文共三章。论述了艺术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艺术的社会功能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问题。指出在阶级社会中，艺术和物质生产虽然失去了直接的联系，但艺术的社会作用却增强了。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就总是偏重于采用功利主义的艺术观，目的是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认为艺术应当促进人的意识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善。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既表现人的感情，也表现人的思想，但艺术家总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批驳“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指出艺术家看不到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谓地纠缠于毫无内容的个人体验和臆造，就会堵塞灵感的源泉。还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美的标准问题等进行了详细探讨。


《演员自我修养》
 （Работа
 актера
 над
 собой
 ；An Actor's Work）　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于1911—1938年。系统论述演员表演技巧训练与提高个人艺术素质的途径。分两卷。第一卷论述演员内部体验过程诸技巧，如想象、情绪记忆等。第二卷论述演员外部体现过程诸技巧，如台词、剑术、体操等。作者生前完成第一卷，第二卷仅留下手稿，由后人整理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自己的艺术实践称之为“体验艺术”，并将之与舞台匠艺与表现主义等派别区分开来，认为艺术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创作是一种按照天性本身的规律进行的有机过程，而体验及其外部表现在生活中是下意识、反射式地自然而然发生的，因此“‘体系’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自然地激起有机天性及其下意识的创作”，由此演员才能掌握自己的舞台自我感觉，完成舞台现实主义的创作。认为“动作、活动——这就是戏剧艺术、演员艺术的基础”。舞台表演的核心即在于贯穿动作以及完成最高任务——表达思想性的任务。


《音乐美学问题概论》
 （Очерк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узыкальной
 эстетики
 ；Essays on Musical Aesthetics）　苏联音乐学家克列姆辽夫著。1957年出版。六章：“艺术美学的若干一般问题”、“艺术的分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音乐美学在阐述音乐实质问题方面的几个基本潮流”、“音乐艺术特有的声音基础音乐音调”、“音乐逻辑曲式”、“音乐形象的构成”。该书带有随笔性质，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学说，提出现实在艺术作品中的“人化”问题。从音乐最简单的原始基础——音调，至音乐的最高范畴——音乐形象为写作脉络，着重探讨了音乐思维的独有特征和共有特征。认为由于音乐所特有的描绘和表情手段及能力有着感性的限度，所以明确理解音乐的特殊性显得至关重要。理解音乐的特殊性，必须理解声音、听觉、听觉感觉、听觉观念的实质，从感性基础进而达到意识形态；音乐音调与音乐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音乐逻辑才能概括音乐音调。该书还论述了音乐思想的形成和具体化的三个基本阶段，认为“音乐形象”是“音乐思维的艺术思想性的最高阶段、最高表现形式”。


《中国人民的戏剧》
 （Театр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Theatre of Chinese People）　苏联戏剧理论家谢·奥布拉兹卓夫（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у
 Образцов
 ，1901—1992）著。1957年出版。该书是作者参观访问中国之后，在比较分析中国戏曲与欧洲戏剧以及木偶剧等艺术形式之异同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深入浅出介绍中国古典戏曲的著作。指出中国传统戏曲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创造物，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该书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戏曲中故事的人民性基础，剧作结构、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的中国特点，以及戏曲音乐和舞台建筑的渊源，角色的类型甚至化妆的细节，并且特别以《秋江》、《三岔口》等剧目为例，比较了中西舞台美术不同的特点与空间、时间处理的不同手法，尤其对武技和虚拟动作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欧洲和中国舞台表现手法虽有不同，不能互相取代，但完全可以互相吸取。


《梅耶荷德谈话录》
 （Мейерхольд
 говорит
 （1934—1939）；Meyerhold Speaks）苏联梅耶荷德著。1968年出版。该书辑录了梅耶荷德在1934—1939年即生前最后五年间与格拉特柯夫的谈话录，并收录了作者生前散见于苏联书刊上的演讲或谈话资料。梅耶荷德在谈话中回顾了自己的艺术道路，着重讨论了演员艺术与导演艺术，并回顾了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艺术家的交往。全书贯彻了他的戏剧假定性的革新主张以及“有机造型术”的表演艺术理论。认为戏剧本质即是它的假定性，导演有权广泛使用如不闭大幕、公开检场、灯光特写等舞台新形式以解放舞台，达到一种崭新的现实性。“有机造型术”则强调对演员的形体训练。全书还强调了导演是一门创造性艺术，“导演是舞台演出的作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苏联巴赫金著。1963年出版。是对其192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的修改并更名。全书共5章，分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著作对它的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该书书名中的“诗学”指文学作品的结构、审美手段系统的理论研究。该书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形式方面是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语言类型纷繁多样，而且每一类都表现得极为鲜明，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不是独白型的小说语言，而是各种语言类型配置在各种基本因素之间，构成复调小说的语言整体。所谓复调小说，也就是“多声部性”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而不是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独白小说。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是平等对话的关系；它的主旨在于展现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是由不相混的独立意识和声音组成的对话。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艺术家所特有的方式，从现实生活和时代中发现、创立了自己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狂欢化的体裁传统发展的顶峰之一。

波兰


《文学的艺术作品》
 （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波兰英伽登著。1931年用德文发表，是作者早期美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其最大贡献在于运用现象学方法讨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提出了艺术作品结构层次的独创性理论体系。本书批驳当时一些关于文学的艺术作品存在模式的概念，反对把一部作品仅仅看成是作者或读者精神活动中的事件，主张艺术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是由艺术家为一个具体目的而创造的。书中把艺术作品的结构区分为语词声音、意群、系统方向、意向性客体所体现的世界四个互为条件的层次，认为每个层次都在整体中起作用，这一整体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多音的和谐”。强调作品内容并不表现为一种临时的次序，而是自然存在于组成作品整体的各个部分内。在本书的“补遗和结论”部分，作者概述了关于作品“具体化”的观点，以及随之产生的作品在历史上的“生命”问题。把文学作品和它的具体化区别开来，对作品的“意义”和“意思”作了区别。认为“意义”是作品一贯的东西，而“意思”则是随着对作品的不同具体化而变化的东西。这些观念构成了作者《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一书的主题。本书在最后一章提到价值问题，但没进一步研究价值的性质。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他后期美学研究的中心。由于该书使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专门性语言，掩饰了作者大部分思想观点，当时没能得到传播，同时该书发表于希特勒上台前约一年左右，纳粹分子对整个波兰知识分子的迫害也遏制了本书的广泛流传。至50、60年代该书才逐渐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尤其对结构主义美学、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O poznawaniu [image: ]
 literackiego；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波兰英伽登著。1937年用波兰文出版。是1931年出版的《文学的艺术作品》一书的姊妹篇和补充。《文学的艺术作品》主要讨论艺术作品存在的方式、作品的结构；本书则解答了认识文学的艺术作品须经历的过程、可能的认识方式，及我们期待从中得到什么结果。以现象学的概念、观点，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模式与多层结构、体验作品的各种方式、作品的具体化、积极阅读与消极阅读、艺术作品与美学对象的区别、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区别等问题做了精辟阐述。全书由导言开始，概述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的方法论前提；第一章考察以文学的艺术作品构成知识对象的功能或活动，即初级阶段；第二章考察作品呈现于具体化中的一种本质特征的结果，即“时间透视”现象；第三章论述如何构成文学的艺术作品；第四章对以文学的艺术作品为对象的认识活动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五章采纳了第四章的研究结果，提出有关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各种认识成果的认识论的价值问题，试图回答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具体化是否认识不可接近的领域。主张文学研究应当关心对文学的艺术作品本身的认识，在审美经验中构成的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具体化应是文学批评的领域。


《艺术存在论》
 （Untersuchungen zur Ontologie der Kunst；The Ontology of the Work of Arts）　波兰英伽登著。1962年以德语出版。提出，作为意识对象的“实在”，其存在和限定条件必须由人的有意识的创造行为赋予，同时，这种存在和限定条件又内在于其自身，因此，实在的存在并非完全取决于纯粹意识，而是自主和非自主的双重存在。由于对实在的认识方式与实在的存在样态及形式结构密切相关，哲学对实在的研究首先应从探讨实在的形式结构入手。作为纯粹的意向性对象，艺术作品典型地具有实在的双重性质，所以，艺术领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艺术存在论是哲学存在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是包含四个层次的纯粹的意向性结构，包含许多潜在要素和未定点，有待接受者进行具体化。在作品的意向性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不同的接受者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化。接受者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对艺术作品具体化，就形成了审美对象。因此，艺术作品本身不是审美对象，它为审美经验提供基础，并揭示出相应的审美价值。艺术存在论为研究什么是艺术经验以及艺术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何种知识提供了基础。


《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
 （Utwór muzyczny i sprawa jego [image: ]
 ；The Work of Music and The Problem of its Identity）　波兰英伽登著。1966年出版。运用现象学原理系统阐述有关音乐本体论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认为，音乐就其本质和存在方式而言，是纯意向性对象。音乐作品的演奏、感受以及乐谱都不是音乐作品本身。音乐与其他实在的对象和客体有很大的区别。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对象或客体都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音乐则具有“超时间性质”和“超空间性质”。音乐作品中不存在文学作品中所固有的那种多层结构，音乐作品的本体结构是“单层性”的。这种单层性的本体结构使音乐作品自身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质，正是这种独特的性质使它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独树一帜。认为音乐实际上是创造者、演奏者和欣赏者的一系列意向活动的产物，它的存在要依赖于意向性活动。在艺术中，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所依赖的意向性活动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比起其他的艺术门类，音乐需要更大量、更强烈的意向性活动去填充，需要赋予更多的主观意识以参与构造音乐作品这个意向性对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作品作为一种意向性对象，具有更加“纯粹”的性质，故被称为“纯意向性对象”。


《音乐美学问题》
 （Niektóre zagadnienia estetyki muzycznej wświetle [image: ]
 Józefa Stalina o marksizmie w [image: ]
 ；Some of the Issues of Musical Aesthetics in the Light of Joseph Stalin's Articles about Marxism in Linguistics）　波兰丽萨著。写于1950—1951年间，初版于1951年，1954年由柏林亨歇尔艺术与社会出版社出版德文版。该书以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语言等概念的诠释为依据，从探索音乐与现实的关系、音响形象与社会前提的关系这一目的出发，研究了音乐的持续存在和可变性、音乐的阶级性、音乐中的传统及发展的承续性、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同音乐文化有关的各种机构的阶级性、音乐文化的民族性等23个论题。全书的中心论题在于“探究那些使一首音乐作品的音响形象和它的社会前提联系在一起的因果关系的各个环节，并把音响形象和它的内容极其科学地联系起来。”认为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都具有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属性，同时也“通过听众的意识这种衔接环节去为上层建筑的某些非艺术的部分服务”从而间接地对“基础”发生作用。由于音乐的上层建筑性质，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具有阶级性、民族风格等特征。作者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对音乐的持续存在和可变性、音乐的价值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同时，作者也强调了作为艺术的音乐的特殊性，同造型艺术和文学相比，音乐“是一种在题材方面起作用最少，而在情绪方面起作用最为强烈的艺术”，其“媒介认识”功能具有特殊性。


《论音乐的特殊性》
 （O specyfice muzyki；On the specificity of music）　波兰丽萨著。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3年出版。全书由引言、结论以及15章正文组成，论及“各门艺术的特性和共性”、“音乐的物质材料的特殊性”、“音乐反映现实的特殊性”、“音乐中感情因素和逻辑因素的关系”、“音乐同其他艺术的综合”、“音乐的认识因素的特殊作用”、“各种音乐体裁的认识类型”、“各种音乐体裁的特殊性”、“音乐的社会作用的特殊性”、“作为音乐的特殊体现形式的表演”、“音乐中的典型性问题”、“音乐中现实主义方法的特殊性”、“音乐的持续存在性和阶级性”等问题。该书是作者对《音乐美学问题》的继续和补充，它延续了前一本书对音乐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强调，但侧重于对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音乐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音乐是以声音作为其物质材料的，是经过特定的方法从自然界物质中选择出来的，是在不同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许多体系的一种”。其次，“音乐作品是在时间中发展的”，第三，变动性，“音乐的运动是音乐作品的发展的本质”，音乐的空间性“是听者在感受音乐整体所展示的运动时所产生的一种表象”。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述了音乐反映现实的特殊性、音乐中的感情和逻辑因素的关系、音乐同其他艺术的综合、音乐的认识因素、音乐的社会作用的特殊性、典型性、现实主义方式等音乐美学的问题。认为音乐和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其内容都是反映现实，只是在反映的形式和被反映的现象的范围上有所不同。音乐的物质材料——声音，具有非语义和非具象的性质，这决定了音乐反映现实的方式只能是间接的、具有多义性的，从而在认识性上是不明晰的，由此，音乐常常趋于倾向和其他艺术类型结合，以便获得更明确的内容。另外，音乐反映现实的特殊性又决定着音乐创作活动和音乐欣赏活动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的存在，决定了音乐历史的持续形式、阶级联系以及体现阶级内容的方式等等方面异于其他的艺术门类。


《音乐美学新稿》
 （Nowe szkice z estetyki muzycznej；New Essays of Musical Aesthetics）　波兰丽萨著。1975年在波兰出版。是作者1968年至1974年间在各类国际性音乐学学术会议上所做的专题报告，以及发表在德、英、美等国音乐理论刊物上的部分论文的文集。全书共分七章，分别为：“论音乐作品的本质”、“论音乐理解”、“论音乐的价值”、“音乐中的历史意识及其在现代音乐文化中的作用”、“作为音乐历史要素的音乐接受”、“音乐传统理论导论”、“音乐与革命”。该书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了音乐美学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借鉴了符号学、现象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接受美学等观点。将音乐视为一种有意义的象征符号，对英伽登的“音乐作品是一种意向性对象”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样的“音乐作品”概念，脱离了特定时代与历史的框架，将民间音乐、非欧音乐、先锋派音乐以及即兴性音乐等摒除在外；她还借鉴人类学中“文化移入”的术语来概括文化间相互渗透的现象。此外，她特别强调“音乐文化”这一概念，其对象所指不仅仅是某时期、地域中的主流“音乐作品”本身，还包括音乐的接受、消费、科学、表演、传播等文化整体过程各个方面的因素。

美国


《美感》
 （The Sense of Beauty）　美国桑塔亚那著。1896年在纽约出版。是作者1892—18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授美学理论和美学史而编写的讲稿，其中包含了他早年的主要美学观点。该书站在自然主义立场上运用近代内省心理学方法，从心灵陶醉于美的观照的观点出发，主要探讨了美、美感和表现等问题。全书分为四卷：《美的本质》、《美的材料》、《形式》和《表现》。该书把美看作一种“客观化了的快感”，对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审美快感与生理快感作了严格区分。认为美作为一种客观化的价值是一种“最高的善”，能满足一种自然功能，满足心灵的基本需要。指出，在艺术和自然中，美的三个源泉是：（1）直接诉之于感官的各种事物的物质材料；（2）为知觉直接把握的这些物质材料在特殊形式中的组合和关系；（3）和欣赏者过去经验相联系时这些形式所获得的表现力。强调人体的一切自然的、生物学的机能都能对美感有所贡献，对从人的性本能到社会本能、低级感觉到高级感觉同美感的关系一一做了探讨。本书是自然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对欧美各国的美学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


《艺术中的理性》
 （Reason in Art）　美国桑塔亚那著。1903年在纽约出版，是作者五大卷著作《理性生活》中的第四卷。自然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该书与作者的《美感》一书不同，《美感》主要论述美论，在方法论上偏重于心理学的描述，该书则集中体现了他的艺术理论，偏重于哲学伦理学的考察。该书对黑格尔美学持批判态度，为20世纪西方美学中反黑格尔主义美学的先声。书中进一步发挥自然主义美学思想，强调艺术与人的自然本能的关系。认为人的内部的生命冲动构成一切艺术创造的基础。但艺术又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这种理性是一种变得有思考、有见识的本能；艺术就是这种理性生活的最高表现之一。他从环境的关系中考察艺术，把艺术同人对自然的改变和利用联系在一起，认为艺术是一种有用的、有目的的活动。反对把“有用的艺术”与“美的艺术”截然分开，指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艺术作为整体提供给人的本性的一种满足，美本身是真实的和有用的事物的初步暗示，创造美应当成为一种与实际功效不可分割的习惯。认为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善。针对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表现的美学观，强调艺术必须具有一种物质的体现。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出发，针对柏拉图“艺术有害”说，肯定艺术活动基本上是无害的，艺术在创造美的同时，也抵消了丑恶事物的影响。美的艺术提供给人观赏的只是一种“外观”，能抵消丑的影响。书中对《美感》中将美感差异性绝对化的观点作了重要修正，强调审美趣味的个体差异性和多样性，肯定审美趣味的衡量标准具有社会性（主要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该书标志着作为流派的自然主义美学的成熟，被公认为美国自然主义美学的奠基作，对门罗的新自然主义美学和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戏剧技巧》
 （Dramatic Technique）　美国戏剧理论家贝克（G.P. Baker，1866—1935）著。1919年出版。该书探索和总结了编剧艺术的规律。全书共十章，分别论述戏剧的要素、情节安排、性格描写、对话以及编写剧本提纲等，并以诸多剧本为实例来分析剧作的成败得失。认为戏剧的要素是动作与感情，准确传达感情是一切好的戏剧最重要的基础。感情通过动作、性格描写和对话来传达。情节是剧作者把故事编排起来，以使在演出时能获得他所期望的情感反应。贝克用四章篇幅谈论从主题到情节安排，剧作者如何做到思路与立意明晰、分幕与布局合理、意思清楚、突出重点、推动剧情。该书由课堂讲稿汇集而成，力图向没有经验的剧作者指明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有助于剧作者从盲目摸索发展到能依据他人实践来获得技巧，是一部关于编剧技巧的经典著作。


《美》
 （Beauty）　美国马歇尔著。1924年在纽约出版。快乐论美学的重要著作。主要从生理学角度来分析快乐和痛苦。认为人在外界事物刺激小而自身反应大时就感到快乐；反之，则感到不快乐。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真正的快乐，是人的主观的特性。美的主观特性使美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审美标准归根结底总是个人的，为个人所特有的，教养和他人的影响只能使之臻于完善。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能发挥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该书奠定了快乐论美学的生理心理学基础。


《批评家和美国生活》
 （The Critic and American Life）　美国白壁德著。1928年出版。集中阐述了作者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准则，提出以“人的原则”来反对“物的原则”。认为文学的作用在于给人以道德知识，严肃的批评家最应关心的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建立正确的表现“良心理智”和“自我克制”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能把现实主义区分为宗教现实主义、人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个标准必须依靠基督教伦理原则、柏拉图关于形式的观点和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强调。该文论及美国现实生活时认为，时代所产生的恶习，正是由于放纵和破坏了这种理智和克制原则而产生的，如果只有解放了的精神而没有相应的自我克制的力量，就会走向追求刺激的狂热。解决道德自由问题，即人是自主者或仅仅只是自己冲动和感受的傀儡的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这里需要最敏锐的批评判别力。主张文学批评是用均衡的美德在两种对立的疯狂中起调节作用。文中观点具有某种保守的倾向，散发着与自由主义对立的贵族气息。此文被认为是新人文主义文艺批评和美学的宣言，发表后在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邓肯论舞蹈艺术》
 （Isadora Duncan's Lecture on Dancing）　美国舞蹈家邓肯（Isadora Duncan，1877—1927）著。1928年出版。该书收录了邓肯关于舞蹈艺术的一些言论，在邓肯死后由她的朋友编纂而成。这些艺术论断贯彻了邓肯关于美即自然的艺术主张，同时展示了邓肯为舞蹈艺术的发展而向古希腊艺术寻求灵感的尝试，她关于创立国际性舞蹈学校的艰难努力也被记录在书中。邓肯认为，舞蹈应该与人类的生活，与自然，与生命联系起来，舞蹈应该重新成为戏剧的一种形式。强调舞蹈的精神性与宗教性，主张舞蹈摆脱对空洞的技术性动作的依赖，同时又与生活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舞蹈教育应该成为全世界儿童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提出的“我看见美利坚在舞蹈”成为了美国进取向上的精神写照。


《艺术即经验》
 （Art as Experience）　美国杜威著。1934年在纽约出版。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作。原系作者在1931年应邀担任威廉·詹姆士讲座所作的10次关于艺术哲学的学术讲演稿，经改写而成书，集中表述了杜威的美学观点。该书第一章“活生生的人”是全书的纲领，提出“艺术的源泉存在于人的经验之中”，艺术哲学的任务是恢复美的经验与日常生活进程之间的延续关系。全书主要观点有：（1）强调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反对将艺术与生活分离、使之成为一种独特而玄妙的美学。认为艺术是一个社会问题和一种职责，它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和社会理想方面都能发挥作用。（2）艺术和美是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一种，本质上与日常经验并无区别。美的性质应从经验中探求，经验是生命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从失调转向协调的一瞬间，是生命最剧烈的一瞬间，这时的经验就是美。经验是艺术的萌芽。（3）强调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性与相互转化关系。指出除了事后思索的时候外，在对艺术品的直接体验中，形式与内容是没有区别的。批评了割裂形式与内容的做法，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也反对表现主义。反对现实主义，指责它把艺术内容与客观东西等同起来，而不是用经验形式来加工客观材料。（4）重视艺术的工具作用，认为艺术与科学一样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通过艺术可以利用既往经验来造就新的更好的经验，由此反对把艺术划分为“有用的艺术”和“美的艺术”。艺术还有交往作用，促进人们的相互了解。由于所阐述的美学观与美国盛行的实用主义相合，并适应了现代派艺术的需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书不断再版，被译成多国文字，流传很广。


《美学史》
 （A History of Aesthetics）　美国吉尔伯特（Katharine Gilbert，1866—1952）和德国科恩（H．Kuhn）合著。1939年在纽约出版，1954年经修改增补后再版。全书共分十九章，对古希腊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学史作了详细的介绍。内容涉及美学史上众多的人物和流派，包括一些在其他美学史著作中不见经传的次要人物与著作。注意联系特定时代的社会情况、文艺创作和生活习俗来分析该时代的美学思想，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美学观念的发展和美学流派的演变，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对长期被忽视的中世纪美学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书中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且为中世纪美学的发展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虽然中世纪教会具有压倒一切的势力，但是美学并没有被神学所摧毁、搞乱。该书的最后一章还对20世纪的西方美学发展作了简洁的勾勒，对20世纪西方美学流派的起落更迭作出了较为清晰而全面的把握。该书问世以后即成为西方美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不足之处是缺乏深刻的分析，有时体例也不甚统一，略显杂乱。


《圣像学研究》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副书名《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人文主义主题》。美国帕诺夫斯基著。1939年出版。以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Mary Flexner Lectures）的讲稿为基础修改而成。该书批评形式主义的片面倾向，转向对题材和内容的关注，目的是对艺术品象征符号和题材含义进行分析，旨在正确地描述和解释艺术品。其方法是把艺术品的研究作为更广阔的哲学、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认为当考察文艺复兴的艺术时，重要的是考虑对艺术品题材和含义分三个层次作循序渐进的历史理解。为此他发展了圣像的恢复，题材的描述，题材的分析，圣像的分类，圣像的索引等一套方法。


《视觉艺术的含义》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美国帕诺夫斯基著。1955年出版。由作者1921年至1955年间发表的七篇有关欧洲艺术史的美学论文汇集而成，发展了作者提出的“圣像学”（Iconology）及“肖像学”（Iconography）概念。前者是关于形象的研究，在美学领域中即指对视觉艺术的含义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学科，这种解释分为三步：对基本的或自然的形象进行确定；对从属性的、约定俗成和象征性内容进行确定及对上述两者进行分析，并联系艺术家对主题所作的风格性处理及其哲学内涵，确定其综合性含义。“圣像学是对形象的描绘和分类”，而“肖像学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辅助性的研究”，它以“对各种文学渊源中流传下来的特殊题材和概念的掌握为先决条件”。该书应用这两种方法对提香、普桑、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人的作品进行解读，追究出许多视觉形象的母题含义及其流变，并以此方式再现了从古典时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几千年间视觉艺术的发展历史。


《生命的律动——舞蹈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Dance）　美国舞蹈理论家马丁（John Martin，1893—1985）著。1939年出版。认为舞蹈同音乐、诗歌等艺术形式一样，源于古代祭祀仪式，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指出舞蹈作品来自艺术家对其环境做出的反应。认为当人们将带普遍性的感情联想变成行为，并转换成某种有机形式，便传达了艺术家的审美意图，而观众通过“内模仿、运动反应和联想的机制”对其作出反应时，一部舞蹈作品就完成了。舞蹈是一种独立的交流实体，“是表现，表现手段是按照有意味形式排列起来的身体动作，是超越个人用理性的和理智的手段去发挥表现力的观念”。认为现代舞对舞蹈史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动作是构成舞蹈的真实物质材料，而不是姿态、身体的位置或阐释音乐等等，这同时使得现代舞舞蹈家成为创造性的“编导家”。


《音乐诗学六讲》
 （Poétique Musicale；Poetics of Music）　美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著。为作者应美国哈佛大学诺顿讲座（Charles Eliote Norton Lecture）之邀于1939—1940年间举办六场学术讲座文稿辑成，在朋友马努艾尔（Roland-Manuel）的协助下以法文写成，194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原文，1947年发行英译本。第一讲“序论”。以强调秩序和规矩为主旨，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暴力性的“革命”，而是建设性的创新。第二讲“音乐的现象”。认为音乐乃至整个艺术均为人工建构，源自人的思维，并以声音和时间两大要素为出发点。分析了节奏、节拍、协和性、调性、引力极点、旋律、形式等音乐特有的现象范畴。第三讲“音乐创作”。反驳“灵感”重要性的观点，强调具体、实际的操作与谋划在创作中的中心地位，认为传统的支持和自我的限定至关紧要。第四讲“音乐类型学”。讨论风格的制约性，音乐史演化的原则，当代文化的困境，对瓦格纳的批判，对现代主义和学院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音乐批评的批判。第五讲“走下神坛的俄罗斯音乐”。以其个人的视角回顾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历程，并着重对苏联当时艺术生活中的音乐政治化倾向提出异议。第六讲“音乐表演”。从“执行”和“演绎”的区别入手，讨论音乐表演中的诸多原则性问题。在“跋语”中，作者总结了自己的音乐信念：音乐是在多样中发现“统一秩序”的思维艺术，是人类共存交流的一种形式。该书被看作是20世纪形式主义自律性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


《哲学新解》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美国苏珊·朗格著。1942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符号论美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十章，分别阐述符号成为新钥匙、符号的转换、逻辑和符号、推理符号和表现性符号、语言、生命符号、音乐的意味、艺术含义的由来和意义的构成等问题。最著名的是第八章“论音乐中的意味”，是她尝试用符号论哲学分析音乐并取得成功的结果。认为音乐的意味在于对感情生活作音调比拟，音调形式与人类情感生活的形式在逻辑上有密切的相似性。这是她在建立完整的符号论美学上跨出的关键一步。书中特别强调美学中哲学的重要性，认为哲学是美学整个知识大厦的框架，每种新的美学和新的艺术都是新的“生成观念”的产物，哲学能为研究提供钥匙，而现在的新钥匙就是符号这个观念。书中还讨论了符号的推理形式和表象形式的区别。认为逻辑语言所用的是推理的形式；人的感官的知觉也有自己的逻辑，但这不是推理形式，而是一种表象符号的形式，它的功能在于其中各种关系包含在一个同时发生的、完整的表象之中，能表达出一定的意义。艺术建立在表象符号的基础之上。


《情感和形式》
 （Feeling and Form）　美国苏珊·朗格著。1953年在伦敦出版。符号论美学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自称此书是其《哲学新解》的“续篇”。全书共廿一章，分成艺术符号、符号的制作和符号的力量三大部分，集中讨论了表现、创造、符号、含义、直觉、生命、有机形式等概念的意义，并通过这种讨论来理解艺术的本质、艺术与情感的关系、几种主要的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共同基础、艺术的主观内容和物质媒介的作用、艺术的交流和艺术的真实中的认识论问题。强调哲学对美学的重要性，认为哲学阐明和组织概念，使美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有明确和圆满的意义。书中对《哲学新解》进行小结，指出音乐是情感生活的类似物，它的意味就在于它是符号，是一种高度明晰表达的感性事物，凭借它的动力结构能够表现出特别是语言不适宜传达的生动经验的形式。在对各种主要艺术进行分析的同时，把艺术定义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它不能等同于情感本身和情感的生理征兆，也不能等同于日常的生活经验，是用表现性的符号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非感官的情感理解。认为这个艺术定义是符号论美学的一个缩影。


《艺术问题》
 （Problems of Art）　美国苏珊·朗格著。1957年在纽约出版。以讲演的形式，对符号论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扼要的阐述。共分十讲：动态形象、表现、创造、生命的形式、艺术知觉、表面的类似、各类艺术中的模仿和转化、艺术原则与艺术创造法则、艺术符号和艺术中的符号、谈诗的创造等。认为哲学能使人明确所探讨的事物的含义，必须在美学中坚持哲学分析。指出凡是用逻辑语言表现不出的感情，都可由艺术品来完成。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其作用是直接展示情感活动的结构模式，所表现的是人类情感的本质，不同于诉诸理解能力的推理符号，也不同于情感发泄的征兆，它是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方式。考察了艺术创造的特殊性，认为它不同于生产活动的创造，它创造出的是作用于知觉的虚在的幻象。绘画是为视觉感知而存在的虚在视象和空间，音乐用乐音的行进创造出为听觉感知的时间幻象，诗歌是被想象所把握的虚在意象，舞蹈则用虚在的实体创造出纯粹外观的力。认为艺术知觉是一种洞察力或顿悟力，它借助个别符号进行判断，也要诉诸理解，所理解的是艺术作品中的意味。艺术意味与一般意义不同，它不是由一整套符号系统构成，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符号。它的意味在形式中直接顿悟出来，而不是从符号中推论出来。它是一种暗喻的意象，直接诉诸知觉。


《艺术的社会根源》
 （Social Roots of the Arts）　美国学者哈拉普（Louis Harap）著。1949年出版。全书分十二章。该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生产为艺术的基础”到“技术对艺术的影响”、“阶级社会中一切艺术都有阶级性”系统展开自己的观点。根据艺术史和社会发展史的具体事实，如希腊戏剧，中世纪建筑，文艺复兴绘画，伊丽莎白时代诗剧，18、19世纪音乐，现代小说，电影和广播，指出每个时代每种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受当时社会物质情境的决定，都适应当时某一阶级群体的需要。近代资本主义之下的艺术受商业牟利、法西斯统治以及艺术家脱离社会、逃避现实种种影响而衰落，社会主义的艺术从这些恶影响中解放出来，以辩证的方法运用民族的传统，利用近代社会主义工业社会的优良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适应人民大众的需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哈拉普希望借此书激发艺术家以及忠于文化的人们对于文化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目标的认识。


《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The Theory and Technique of Playwriting and Screenwriting）　美国剧作家劳逊（John Howard Lawson）著。1949年出版。该书力求探究戏剧创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探求在黝黯的剧场里上演的戏剧与在剧场外面进行着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论述舞台和银幕剧作艺术的名著。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戏剧思想史、现代戏剧、剧本的结构组成探讨戏剧的创作理论与技巧；下卷从美国电影的发展史纲、影片的结构组成探讨电影的创作理论与技巧。他把剧本创作当作一个活的过程，当作剧作家通过在戏剧发展史中形成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经验的过程。认为形式是体现了过往社会经验的结晶，以及运用某一形式添加了的个人经验；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是个人的创造活动，与艺术家在其中生活和劳动的社会文化相结合；所以，内心世界脱离现实的二元分裂、对纯粹形式的偏爱、不涉及艺术的社会功能的艺术家与批评家都有失偏颇。


《艺术与视知觉》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美国阿恩海姆著。1954年出版。全书内容丰富，篇幅浩大，对视知觉与艺术的关系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作者开宗明义地宣布，此书的目的是要用格式塔心理学来对视觉的效能进行分析，以助于指导视觉，并使真正的视觉得以恢复。书中反对只用思考和推理的方式谈论艺术，认为人的各种心理能力是一个整体，一切知觉中都包含着思维，一切推理中都包含着直觉，一切观察中都包含着创造。艺术是建立在知觉的基础之上的理解自己和理解生活的一种工具。视觉艺术不是诸元素的简单相加和机械的复制，而是对整体结构式样的把握。视看活动不是人按自己的“图式”塑造世界的单向活动，而是观看主体与外部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遵循着简化的原则。这种简化着眼于视看主体与客观事物的形式所表现的力的式样之间的同形同构的关系。艺术的表现性不在情感的误置或移情，而在于其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力与情感活动的力之间的同一。书中还用“方向性张力”来解释“似动现象”，认为许多形式由于倾斜、变形而具有倾向性的张力，这种物理力转化为视觉力，于是产生似动知觉。指出现实主义是通过物质对象的自然结构去揭示事物的本质，而抽象主义艺术则脱离客观对象的形象，直接通过形式关系来指示事物的本质。该书出版后即引起美学和艺术界的很大兴趣，被视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最系统的代表作，多次再版。


《音乐的情感与意义》
 （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　美国迈尔著。195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八章，主要从心理学和音乐聆听者审美经验的角度探讨了音乐的情感和意义问题。从内容上可分为三部分。第一章“理论”，考察了情感意义和智力意义的性质、相互关系以及产生的条件，解释音乐如何在具有文化修养的听众中引发情感反应；第二至第五章分别是“期待与学习”、“模式感知的原则：良好的继续法则”、“模式感知的原则：完成和结束”以及“模式感知的原则：形态的弱化”，对音乐感知的社会及心理条件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考察，认为正是在这些条件下，意义和交流才得以实现；第六至第八章分别是“证据：演奏和调性组织的偏离”、“证据：同时发生和连续发生的偏离”、“想象过程、内涵和心境评注”，以西方古典音乐和其他音乐文化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核心论点。该书调和了音乐界长期以来自律论和他律论分庭抗礼的僵持局面，提出两种意义（绝对意义和指涉意义）并存的主张，并论证和分析了音乐的绝对意义的构成、本质和特征，及其同情感性反应的关系。认为音乐的意义存在于音乐的参加者与欣赏者的交流关系之中，听者由对音乐作品产生一种期待，出现了“假设的意义”（hypothetical meanings），到遭遇音乐刺激后，转化为一种确定的物理心理事实，“明显的意义”（evident meanings）开始出现，但只有对作品的体验长时间留存于记忆中，刺激物（音乐）在特殊体验中所具有的全部意义被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可能被理解之后，音乐的“确定的意义”（determinate meanings）才得以产生。该书是西方音乐美学代表性著作。


《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e）　美国弗罗姆著。1956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以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和阐述爱的艺术的理论专著，被誉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该书指出“爱”是可以通过耐心学习而得来的一门艺术，类似于对艺术的感受力，爱情、母子之爱、朋友之爱，都是走向完善价格、丰富灵魂的人生实践。从人道主义和批判的精神分析立场出发，把“爱”看作人类对自我生存的一种思考与回答。爱不是程序，没有使用说明。旨在告诉读者的是：爱并不是一种可以与人的成熟程度相脱离的、并能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感情。书中尽量回避了艰涩难懂的心理学术语，旨在提醒大家重视爱对人类生存的必要性。


《走向科学的美学》
 （Toward Science in Aesthetics）　美国门罗的论文集。1956年在纽约出版。收集了作者1928年至1956年所写的论文十一篇。各文在主导思想和目的上具有一致性，旨在探讨美学向科学转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如“必须正视的资料和问题，转化中可能要实现的目的和方法，以及这种探讨过程中正在发展的各个美学分支。”故被集于一书，并冠以该书名。是新自然主义美学代表作。提出对建立科学的美学的大体设想，并倡导一种经验描述的方法，要求美学走科学实证的道路。系统论述美学从一门脱离实际的纯思辨性学科变为一门密切联系内省经验、能够指导艺术创作和欣赏实践的科学美学的过程，对现代科学美学的对象、方法、结构、范围，以及它的重要分支审美心理学、审美形态学和审美价值学作了详细阐述。全书通俗易懂，旨在把美学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在西方受到广泛的好评。


《艺术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Art: Past，Present，Future）　全称《艺术心理学：过去、现在及未来》。美国门罗著。发表在美国《美学和艺术批评》杂志1963年春季号上。全文分六个部分。认为艺术心理学的方法、目标和范围尚未完全确定，是一种描述性的科学。作为经验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追求精确的量度、统计和实验程序。认为艺术心理学应广泛而谨慎地利用内省材料；把艺术和艺术批评本身看做可为艺术心理学提供经验资料的一种行为；注重心理学的哲学方面，探讨方法应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倾向；把描述和解释艺术的创造与欣赏过程作为艺术心理学的中心问题。


《小说修辞学》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思（Wanye Clayson Booth，1921—2005）著。初版于1961年，被称为“小说美学的里程碑”。主要对新批评小说理论的僵化教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提出了“隐含的作者”、“可靠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戏剧化与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小说的“距离”学说等一系列新的小说美学观念。反对西方文艺理论长期重形式轻道德的倾向，重视文艺作品的道德教益。认为“修辞”取自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对文字词句的修饰和语言表现方式，而是指作品如何同读者交流，作品如何使读者对小说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发生兴趣并且如何从道德上影响读者。把小说视为一种修辞行为，不仅仅关注对小说技巧的研究，而且注重在小说中作者和读者能够取得心灵的交流与沟通的种种方式，以及艺术与道德的关系。


《无言》
 （Silence）　美国凯奇著。1962年出版。其中禅的思想，《易经》变化的概念，还有对声音、无声、形式、时间的革命性的看法，对西方各个艺术领域的艺术家都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该书由十七篇演讲稿和论文组成，在排版上亦特意设计，以凸显凯奇所强调的音乐视觉效果。书中对其音乐哲学中最重要的两个观念“无声”和“不确定性”着墨甚多。认为音乐本身是既无目的又无意义的音响构成，是一个无目的的历程，人们既不应该要求音乐去表现什么，也不应该去追问音乐的意图、意义。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应该是完全无欲望的，不应该企图通过音乐用主观的欲望去干预生活，而应该让生活本身顺其自然，这正是美之所在。认为音乐与生活之间并无区别与界限，人的音乐经验和生活经验也没有区别与界限，既然如此，噪音存在音乐领域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引申出他对“无声”的看法，认为“不存在纯空的空间和纯空的时间，总是有某些东西让你去听、去看。试图制造‘无声’是做不到的。”他那首惊世骇俗的《4分33秒》就实践了这种音乐哲学的观念。


《解释的有效性》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美国文论家赫什著。1967年出版。是针对伽达默尔摒弃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精神，为捍卫作者原意而作。书中区分了含义（Sinn）和意义（Bedeutung）的不同，前者指作者意向的意义，即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意愿所规定的，是确定的文字语言表达；后者指人们对文本的不同反应、感受。认为伽达默尔所谓理解的历史，并未使作者的意向意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含义的意义。由于含义的确定性，含义是可复制的，可为解释者所把握。但含义不能与人们的体验这种个人化的精神活动的不可复制性所混淆，也不能因无法确切理解就认为根本无法理解。认为唯有文本作者原有的意向意义，才是文本含义，作者的意向类型通过词义、类型、范型来确定。解释者对文本含义的揭示，就是对作者创作文本时意向类型的推测，解释者的想象与推测具有广泛性，因而使得确切理解成为不可能。赫什自称其整个论述“在根本上就是企图把狄尔泰的一些解释学原则建立在胡塞尔的认识论和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


《艺术语言》
 （Language of Art：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Symbols）　美国N.戈德曼著。1968年美国哈克特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艺术再造现实”这一艺术理论的基本命题出发，对各种艺术门类进行了研究，并对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的再造现实方式进行深入剖析。提出艺术的“真本”（authenticity）问题，即艺术所独有的根本属性，艺术中什么可以复制什么不可以复制。提出审美征候的理论概念，尝试划定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提出审美经验中，感情并非绝对必要的条件，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并非美学的基本问题，审美与科学的区分并非在于是否以“真理”为目的，审美与科学的区别只是在于符号的某些特殊属性。该书是后期分析美学的代表作，在西方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反应动力学》
 （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　美国霍兰德著。1958年出版。这是作者的成名作，也是西方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模型的发展”，分为：作为转化的文学；幻想辞典；明知其假而宁信其真；作为防御的形式；向语言的移置；作为防御的意蕴。第二部分“模型的运用”，分为：评价；风格与人；神话；人物与认同作用；情感；从道德角度看模型。该书侧重于文本的阅读者（包括其心理、性格与经历）与文本的相互作用，将精神分析学说引进文学批评领域，描述阅读者对文本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和文本对阅读者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提出一种名为“文学反应动力学”的文学批评模型，并提出了将模型作为解读文本的方法。这一模型说明：阅读者与写作者和文本本身一样，是文本之意义的共同的创造者和体验者；一本书体现了一种心理过程，将无意识幻想内容转化为统一的有意识意蕴。幻想是一些彼此相关的愿望，至少部分是无意识的，它是赋予文化转化以动力的能量。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智中的防御机制将原始内驱力转化为社会或个人能够接受的行动，而在文学中，作为防御的形式将幻想朝着可接受的意蕴转化。意蕴是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它满足并保护幻想的转化，可以从不同读者的意识的意蕴中追溯到无意识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副书名《20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美国詹姆逊著。1971年出版。该书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思想杰作。书中对一些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思想家——卢卡奇、布洛赫、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萨特等带有思辨哲学意味的理论家进行了评述，关注他们由哲学思想引发的辩证文学观，一种文学批评。认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社会学方法必然将个别艺术作品与更大的社会现实形式并置起来，这种社会现实形式被以某种方式视为个别作品的来源或本体论基础，而作品本身则被看作是一个反映，一个象征，一个典型的显现或是一个简单的副产品。这种文化统一体的概念，使社会学活动的两个基本要素——作品与背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联系的事实先于任何概念范畴，诸如起因、反映和类比等，范畴是随即用来解释这个事实的。詹姆逊试图呼唤一种辩证的文学批评，并进一步呼唤一种总体上的辩证思想，认为一种辩证的文学理论首先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本身的统一性问题，作品作为一个完整事物的存在，作为一个自主的整体。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尽管它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现象之上，但其本质上却是起源于美学的。只有当艺术以某种方式具体地完成于社会自身之中时，形式对内容的适应，才会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形式的完成，可以看作是某种相对应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符号，这种结构正是批评所要探索的对象。


《语言的牢笼》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副书名《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美国詹姆逊著。1972年出版。该书是美国文学批评界第一部介绍结构主义的著作。全书对同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的法国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进行了述评。肯定结构主义语言学彻底摆脱英美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体论，转向强调关系的系统；但批评其把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对立、把共时和历时相对立的做法。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一贯排斥内容，其通过形式即语言所实现的“陌生化”并不是通向文学性的唯一道路。詹姆逊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和微观的符号内部结构两个方面评价结构主义的应用，反对所指与能指的割裂，反对把形式转变为内容，混淆二者界限。认为结构主义的语言模式是一个“在结构上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理论的体系”，因而我们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寄望于一种真正能将形式与内容、符号和指意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


《政治无意识》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美国詹姆逊著。1981年出版。以马克思主义阐释、批评理论，对一些文本进行分析，思考文化和历史的辩证关系。全书共六章，分别为：“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魔幻叙述：关于文类批评的辩证运用”；“现实主义和欲望：巴尔扎克和主体问题”；“发自肺腑的愤懑：乔治·拉辛‘实验小说’中的文类断裂和意识形态素”；“传奇与物化：约瑟夫·康拉德小说中的情节建构和意识形态的封闭”；“结论：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辩证法”。该书的基本主题之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容其他阐释模式或体系；它论证了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把政治视角当做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该书提出了阐释学涉及的两个问题，其一是解释政治的元批评问题，即解释活动的有效性和动机以及从中产生的隐喻；其二是历史的再现问题。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小说是社会的象征行为，必须把异质的叙事范式协调起来，以辩证的方式把文本和语境统一起来。政治无意识力求从封闭的逻辑的排列组合中找到一条出路和解决办法，它提供了一种调和的方法，从社会阐述欲望，从美学阐述政治。该书最后提出：只有同时承认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Postmodernism：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美国詹姆逊著。1991年出版。该书辑选了九篇重要论文及三篇附录，反映了詹姆逊理论的框架和中心思想，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领域进行的结合性尝试。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设置和逻辑进行了解构性的分析，并运用“辩证法”的叙事原则，重新审视人与环境及历史变化的搏斗。


《盲视与洞见》
 （Blindness and Insight）　美国德·曼著。1971年出版。探讨文学理解的论题。提出一种别出心裁的阅读模式，即探寻文本中所存在的“盲视”与“洞见”的张力关系。主张通过对这一阅读模式的分析，追溯理论的根源。书中指出，阅读中由批评家的无意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认为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获得洞见。“洞见恰是建立在‘盲视’的基础上，观察者或批评家的洞见与其‘盲点’是一致的。”正是这种盲视和误读，才能揭示文本隐藏的多重解构力量。


《阅读的寓言》
 （Allegories of Reading）　美国德·曼著。1979年出版。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修辞的研究，第二部分关于卢梭文本的阅读，对文学中修辞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和思辨。书中提出独特的修辞学阅读理论，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着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也因此导致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可能性，即一种“阅读的寓言”。其中“隐喻”与“寓言”的概念尤其引人注目，他反对把隐喻看作是文学中最重要的修辞技巧，认为所有的阅读都是一种寓言的隐喻。德·曼通过扩大寓言的语义发展了寓言的概念。寓言不再被看作是以道德说教为特征的文学形式，而是一种表达形式，替代模仿而成为文本的特性。


《解构之图》
 （A Map of Deconstruction）　美国德·曼著。是由米勒和德·曼夫人根据德·曼的主要代表作《盲视与洞见》、《阅读的寓言》、《浪漫主义修辞学》选编的论文集。全书包括十二篇论文，分为四辑：隐喻、符号学、解构理论；尼采；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解构批评实践：雪莱、黑格尔、卢梭。德·曼认为，早期浪漫主义作品和理论表现了象征和隐喻之间的张力，当时的反讽和讽喻共同具有一种结构，两者的符号和意义都是不相连续的；现代小说中的反讽把人类事件当成历史事实来讲述，反讽式语言把主体分裂成两种自我，人把自己从非人类世界中分化出来；反讽是“清醒的疯狂”，可以治疗在异化中的自我的丧失；但是，与讽喻相比，反讽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意识主体的困境之中。认为批评应该摆脱释义的重负，批评就是对文学的解构；解构并非是添加给文本的某种东西，而是构成文本的某种东西。认为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把文本置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而对它的修辞学的解读，可以找到解构的线索。文学一向就是现代的，文学的现代性又面临着一种无法解决的悖论，甚至于否定文学现代性的批评方法，就是最富现代性的批评。该书第四辑中对卢梭的从忏悔到辩解的剖析，是解构式阅读的范例。


《误读图示》
 （A Map of Misreading）　美国布鲁姆著。1975年出版。该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作者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的“影响即误读”理论，认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一种“缓别”行为，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不存在任何原初的文本，一切文本都在互相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因而不存在文本性，只存在“互文性”。误读是全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影响关系的实质。从心理矛盾的角度揭示了误读的根源，为文本间性提供了心理依据。还对创造性的误读即“修正主义”进行了阐释。许多篇幅把“误读即影响”的观点应用于诗歌批评和浪漫主义诗歌史的研究实践。同时，该书也体现出解构主义的意向和色彩。


《音乐现象学片断》
 （Fragments on the Phenomenololgy of Music）　美国舒茨于1944年创作的一部手稿。用英文撰写，分为36个片断，其中有的片断没有写完，最后一个片断则突然中断了。后经美国音乐学家科斯廷（Fred Kersten）整理，并为各片段加注了标题，公开发表于《音乐人》（Music Man）1976年第2期。其后由美国音乐学家斯密斯（F．J．Smith）编入论文集《音乐方法的探究》（In Search of Musical Method）中。该作在现象学的立场上，将音乐视为一种非实在性的“观念性对象”（ideal object），恰如书籍、演讲并不能就是哲学思想、文学本身一样，“声音”之于音乐本身也并不重要，描写音乐的“总谱”和“演奏”也并不直接关乎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它们仅仅是音乐交流的必要手段。指明音乐作品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一种观念的对象，它自身独立于一切交流手段而存在。关于音乐作品的构造，认为音乐作品并非存在于我们通常概念中的那种物理时间（客观时间）维度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内在时间维度中。音乐不能直接参照人们的生活世界，没有表述世界的功能，没有“寓意”的性质，那些所谓的音乐中的“意义”实际上不仅无法证实，也同样无法证伪。关于音乐体验问题，指出一切音乐体验都不涉及外部世界中的具体对象，而是源于人的内在时间流。因此，在音乐体验的过程中，体验者将空间化时间维度中的活动与人的内在主观时间维度中的活动协调起来，沉浸在这与音乐流同步共时的自身的意识流中。


《她们自己的文学》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美国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1941—）著。1977年英国出版。该书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拓之作。主要宗旨是发掘并谱写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在试图勾勒女性传统的同时，不仅关注一向被认为伟大的女性作家，也关注那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女性作家。从女性经历的角度审视这些女性小说家，认为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属性，应该被视为一种亚文化；而女性文学传统的发展与其他文学亚文化的发展是有着共性的。定义了文学亚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1）较长时期的对主流传统流行模式的模仿以及对其艺术标准和社会角色观点的内化；（2）对这些标准和价值观的抗议以及对少数派权利和价值观的倡导，也包括了对自主权的要求；（3）自我发现阶段，摆脱了对对立面的依赖之后向内在的转化，是对身份的寻找。该书自出版以来对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学评论界的地位。在1999年的扩版中，作者在书的结尾增加了一个新的章节，叙述了该书出版后的20年中女性文学所走过的路程。


《艺术哲学》
 （Philosophy of Art）　美国布洛克著。1979年出版。作为一本美学入门书籍，其写作基于这样一个假想：艺术哲学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趣味史和一般思想史之间可以相互置换或替代。强调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其写作主题是如何使艺术的自治性或独立性同审美的联想达到协调一致，各章分别针对艺术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品再现的现实、艺术品表现的情感、艺术品的结构——阐述这一主题，剖解人们对模仿、表现、形式主义这些概念的误用。末章分析了艺术的概念、意图、意义、艺术真实以及批评的有效性五大热点问题，描绘美学近期的发展。


《原始艺术美学》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Art）　美国布洛克著。1990年出版。作者以他本人在非洲、北美、南美的考察和采集工作为基础，运用分析哲学、美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原始艺术，扩大了分析哲学、美学的应用范围，也丰富和发展了分析哲学、美学。开拓了美学研究领域，第一次把原始艺术研究上升到哲学、美学高度。全书共五章，分别为：“导论”；“原始艺术是原始的吗”；“原始艺术是艺术的吗”；“原始艺术中的审美意识”；“公正、合理地评价原始艺术”。认为，西方美学向来缺少原始艺术的美学；原始艺术研究作为跨文化的研究，面临着概念的混乱、缺乏客观和普遍的评判标准等困难。批评了欧美种族中心主义的“原始”概念所包含的贬低、蔑视的含义，对“原始的”一词作了客观、公允的意义界定。讨论了“艺术品”概念和跨文化研究条件下对“艺术”概念的不同理解，提出了经过修改的客观主义原则，从而得出原始艺术是艺术的结论。该书还探讨了原始人审美经验的存在及本质，以及它与现代人的审美经验的区别；并且提出了原始艺术批评的一些准则。


《阁楼上的疯女人》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副书名《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美国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1936—）和古芭（Susan Gubar，1944—）著。1979年出版。20世纪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经典作品。作者对19世纪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等加以重新解读，指出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主要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形象：其一是仿佛天使般完美而永恒，其二则是仿佛疯妇般充满焦虑而愤怒。“天使”形象顺从男性的逻辑，是一个被动温驯，没有自我的角色；“疯女人”的黑暗形象则代表拒绝放弃自我的女性。认为“疯妇替身”是对女性创作身份的焦虑做出了解答；女性作家将她们的愤怒及不安投射于可怕的意象中，为她们及小说中的女主角创造黑暗的替身，因而能同时修正由父权文化强加于她们的自我定义。


《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
 （Interpretation: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Criticism）　美国学者却尔（P．D．Juhl）著。普林斯顿大学1980年出版。全书八章及附录。对文学解释理论进行分析与论证，认为“一部作品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文学解释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其“对文化传统的形成极为重要”。作者在绪论中罗列出七种对于如何确定一部作品的意义的答案，但都认为不尽完善；第二章剖析了赫什的解释学观点，提出作品意义与作者意图之间存在逻辑联系。三至六章通过对批评家经常求助的事实和标准——文本特点、语言环境、语言规则、美学论据等进行详尽探讨，并征引大量作品及其评论，阐明其观点——即任何求助于如上事实和标准的解释都与作者的意图有关，因此作者意图与作品意义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第七章认为所谓“暗含的作者”在作品中表达或传达出来的主张，其实是由真实的、历史的作者来完成，文学不是自发，而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第八章提出，一部作品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互相矛盾的多种意义，并且在原则上可以证实一部作品的正确解释，即作者的意图能在逻辑上决定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该论点基于维护西方文化传统、避免传统在无视作者意图的批评中面目全非的目的。


《荒野中的批评》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美国G.哈特曼著。1980年耶鲁大学出版，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该书旨在回答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为什么是目前的状态。作者结合作品分析指出，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多义的、变化的，文学文本的语言更是在不断破坏、消解自身的意义，因此是一种“持久的变项”，从而消解了文学与批评的界限，他强调批评也是文学。主张读者是作品的解释者，同时也是作品的创造者。把当代文坛的批评家分为两类：一种是英美的学者型的“新批评”家；另一种是受欧陆影响的哲学家型的批评家。该书第二版时添加了作者撰写的新序文。


《小说与重复》
 （Fiction and Repetition）　美国H．米勒著。1982年出版。是作者在解构主义批评方面的代表作。为作者运用解构主义思想对英国几位著名作家的七部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集。其目标是“设计一整套方法，有效地观察文学语言的奇妙之处，并力图加以阐释说明”。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复”理论，认为“奇妙之处”就是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大体归为三类：（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外观、情态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3）一部作品与同一作家、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许多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正是来自各种重复现象的结合，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该书还总结出重复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柏拉图式的重复”，指以理念为原型的模仿式重复；另一种是“尼采式的重复”，指处于同一水平的、独一无二的事物和诸因素之间，以本质差异为背景的相似和虚假的重影。


《论解构》
 （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全名《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美国卡勒著。1983年出版。是作者《结构主义诗学》的续篇。它介绍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这一理论怎样应用于文学。全书三章，分别为：“读者与阅读”；“解构”；“解构批评”。第一章说明解构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包括读者角色的转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作为一个女人来阅读，是避免作为一个男人来阅读，批判所谓“阳具批评”，从而产生一种全面的视野，一种令人信服的阅读；作品的意义是读者的经验，阐释是设定一种阅读经验，而解构即是考察阅读将我们引入的窘境。第二章是全书的中心所在，主要根据德里达的著作，交代解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解构的一个主要策略是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在实践中推翻经典的二元对立命题，全面移换这个系统。解构摧毁了结构主义者的“理性信仰”，揭示了文本的非理性性质。第三章主要根据德·曼的著作，说明解构主义的细读如何从文本细节过渡到极为抽象的修辞或形而上学范畴，抵御文本之统一性叙述程式的结构等等，从而揭示出语言与世界的真相。


《弗莱论文化与文学》
 （Northrop Frye on Culture and Literature：A Collection of Review Essays）　美国德纳姆编。芝加哥大学1978年出版。收录了N．弗莱发表在《哈德森评论》（The Hudson Review）、《加拿大论坛》The Canadian Forum）等期刊上的评论21篇，如《想象的语法：作为信息的神话》、《历史的形态》、《无意识的表征》等。该书由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两部分组成，理论批评部分把评论扩展为关于哲学、美学、文学和历史的思考，内容上相互贯通。倾向于探讨一种综合性的主题，讨论了当时影响较大的哲学、民俗学、历史学等著作，如弗雷泽的《金枝》，荣格的心理分析学的文章，卡西勒的《符号形式哲学》、朗格的《情感与形式》，汤因比（Toynbee）、斯宾格勒（Spengler）的历史学研究著作等，把它们用语法或者形态学的概念来统摄。这些文章确证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的叙述模式与仪式、神话、原型、类型以及历史等的关系。应用批评部分则主要关注单个作家和作品，这一部分的文章相互关联不大。其中讨论了堂吉诃德式的痛苦、博斯维尔（Boswell）的传记辩证法，柯勒律治寻找恰当形式的失败，瓦莱里的象征主义以及刘易斯（Wyndham Lewis）对文学的“冒犯”。在评论中，他试图证明一条原则，即诗歌是一种“图像的结构”。该书收录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N．弗莱思想的发展轨迹。


《音乐社会学导论》
 （Music In Society：A Guide to the Sociology of Music）　美国学者苏皮契奇（Ivo Supicic，1928—）著。作者尝试将音乐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自主和专门的学科。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音乐社会学”论及音乐社会学的批评哲学。给出了音乐社会学的定义：“对作为社会现象的音乐的研究，或对音乐的社会方面的研究。它所关心的应该是对社会事实的专门的研究，而不是对围绕在音乐周围的所有的非音乐的因素的研究。”详细讨论了音乐社会学的方法及音乐社会学同音乐史、音乐社会史、民族音乐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社会中的音乐”，依据第一部分获得的结论对音乐的听众、社会分层，音乐家的社会地位，音乐同经济、技术、社会象征的关系等音乐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音乐的社会事实可能对于社会现实和其他的音乐事实起作用。音乐的艺术品质与它的社会功能相对应。

日本


《古事记》
 　日本奈良时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结集。是日本神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全书以汉字表意和注音的方法写成的。据原序说，始编于711年，成书于712年。口授人是稗田阿礼奉天武天皇之敕诵习帝纪以及先帝旧辞，后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撰录成书。序和正文的散文部分用汉文纂写，诗歌借用汉字作日语标音。上卷讲述开天辟地、创造国土、日月起源、人类生死的起源、谷物和火的起源；中卷主要记述自首任天皇神武至应神天皇的15位天皇的皇族传说和征伐传说；下卷记述仁德天皇到第一个使用年号的推古天皇期间的18位天皇的有关传说，以访妻、恋爱、夫妻爱情等浪漫内容为多。该书兼有神话和史料，保留了许多人民所创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反映了古代日本人民的生活，为日本人民所珍视。对后来日本史学、哲学宗教、政治等领域均有影响。


《新撰髓脑》
 　日本平安朝中期歌人藤原公任（966—1041）著。作者在书中尝试构建和歌本身的歌学思想体系，确立和歌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而超出汉歌学和诗学的差异，逐渐走向成熟。该书继承和发扬了《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中的“心”、“词”理论，进一步提出“心姿相具”的论点，对于深化日本歌学的理论起到很大的作用。


《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著。该书阐述中国人审美意识起源，从字源学角度分析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认为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起源于吃，是从味觉开始的，然后再发展为精神的和情感的。书中还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对丑、善、真、美等的理解，着重探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意识。全书不是系统性论述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而是一些散论的集结。


《美妙学说》
 　日本明治时期西周著。四章。第一章论述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美学之所以成立的理由、美学的研究对象，指出哲学之中有一种叫做美妙学的学问，此学问与美术有相通之处，是研究美术的原理的学问。认为人类社会中，除了有道德上的善恶和法律上的公正与不公正这两个要素之外，“还有分辨美与丑这样一个要素存在于人生之中”，“人类从脱离野蛮境界的最初时期开始，美妙学的因素就已经出现在社会上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论及美学的研究对象时，指出，“在西方，当今列入美术之中的有绘画学、雕像术、雕刻术、工匠术等内容，然而，诸如诗歌、散文、音乐以及中国的书法也属于此类，这些都适用于美妙学的原理。那么舞蹈、戏剧等也可以划入这一范围。”第二章指出美妙学的要素。指出“美妙学的要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存在于物中的要素，另一种是存在于我中的要素。存在于物中的要素就是物的美丽足以使我感到适宜之处，而存在于我中的要素则是吾人的想象力。”认为美的体验成立的条件是，“首先美丽应该存在于物中，物中没有美丽当然不行，但是如果只有存在于物中的美丽而没有存在于我中的想象来助成，这种感受，也是无法感受到美的体验的。”第三章“美妙学的外部要素”，指出美的外部要素是“通过我们的五官而显现于我们之前的事物”，“凡天地间万物之具有文章者皆由异中有同、同种有异而产生”。从自然物到诗歌，从音调的和谐到色彩的调和无不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的鼻、口、身这三官，是感受美妙的最重要器官。第四章“美妙学的内部要素”——“人情”和“为助长此情的想象力”。作者区分了“道德上的情”和“美妙学上的情”，并用“有趣”、“可笑”来概括后者。认为：“这些情并不是因为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与本人的利害得失有关而发生的”，“这些情是在无意中发生的，它是无罪的而且是与人类道德无关的”，是一种“无关心的满足”。认为美是一种经验的相对快感，是来自于对对象的形式的合规律性的感觉上的印象和想象而产生的愉快。该书最后呼吁：“美术是使人文昌盛、使人类世界进入高尚之境”的事物，美妙学应与道德、法律之学并列而得到其应有的地位。


《维氏美学》
 　法国维隆著，日本中江兆民译。出版于明治16—17年，是东亚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美学著作。上册为美学基础理论，下册为艺术论。上册分为八篇：“技术的起源及其类别”、“美学的快乐本源及其性质”、“嗜好”（Le goût）、“艺术之才”、“技巧”、“美学是什么”、“美丽之术意趣之术”、“手法”。下册八篇：“美术的类别”、“建筑术”、“雕刻”、“画学”、“舞蹈”、“音乐”、“诗学”及“结论”。认为美学就是在一切技术之中，追求其所以成为美的原因何在的学问，天下无论何事都是先有事实而后产生理论。艺术划分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嗜好和快乐。美的感受源于人类对于艺术作品的快乐的感受；人的嗜好是和其鉴赏能力相平行的；鉴赏家的艺术感受是由艺术作品中得来的，其感受又可分为作品整体获得的感受与依据分析能力获得的感受；各种艺术虽然表现不同，但都是“以陶冶自己的感情为宗旨”，以“打动观众的情感为目的”；艺术品（巧艺）“专门以美丽为旨趣的作为”是“美丽之术”，“只追求意趣的奇拔而不一定追求形貌之美者”是“意趣之术”，前者是能品，后者是神品，前者是古代美，后者是近代美。下册的艺术论分别就建筑、雕刻、画学、舞蹈、音乐、诗学等各个艺术领域从理论上解说了其各自的本质与意义。


《禅与日本文化》
 　日本禅学思想家铃木大拙著。是一部向西方介绍日本禅学的著作，初用英文写成，后由北川桃雄译成日文。铃木大拙站在禅的立场上，通过对中、印、欧三大文明系统的比较，列举了与禅有深刻关系的美术、武士道、剑道、儒教、茶道、俳句、能等，并通过西行、道灌、良宽等人，阐明了日本人的自然观，分析了禅与日本精神的关系，认为日本各方面的主要特质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禅宗的影响，都同禅的精神有关，禅与日本文化中有着深刻的关系。该书问世后，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苦闷的象征》
 　日本厨川白村著。1924年初版。该书的原稿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在镰仓作者故居的废墟中发现的一部未定稿，后经山本修二整理校订后发表。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文学的起源。创作论提出人类生活的根本是生命力，想要飞跃突进的生命力受到压抑便产生苦闷和懊恼，成为文艺创作的根源。文艺是人的生命力的绝对自由的表现，它不是俗众的玩弄物，而是严肃沉痛的人间痛苦的象征。作家将痛苦借助于自然、人生的具象感性事物表现出来便形成新的创造物，即艺术作品。鉴赏论提出艺术的欣赏者也是创造者。艺术作品之所以能被欣赏，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具有的共通的生命内容，欣赏者在作品中能发现自己。文艺作品给予欣赏者的不是知识，而是唤起作用。主张文艺鉴赏可分为四个阶段。强调艺术家不能脱离时代、社会，文艺的内容中应当“有着人类生命的一切”，有善和恶、美和丑等的存在，有道德和法律所不能干扰的流动无碍的新天地存在。该书受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的重要影响，是作者的美学代表作，也是日本重要的文艺学、美学文献。


《生的构造》
 　日本九鬼周造著。岩波书店1930年出版。该书写于巴黎，最初发表于《思想》杂志第92号至93号，后成书出版时，作者进行了修改和扩充。书的扉页上写着法国哲学家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的名言：“思考必须满足存在全体”。全书内容包括序、“生”的内涵的构造、“生”的外延的构造、“生”的自然表现、“生”的艺术表现、结语六个部分。作者从存在主义的立场，揭示了“生”之现象构成的诸要素，力图把握“生”的存在，“生”的意义，“生”作为语言的成立事实，以及“生”一词在语源学与各国语言中所蕴含的特殊的民族特性、特殊的文化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认为“生”的内涵有三个表征：（1）“媚态”；（2）“意气”；（3）“谛”。媚态是“生”之基调的构成，意气与谛则规定了其民族的、历史的色彩。“生”的外延即关系主要包括“上品”、“地味”、“涩味”，从对自己与对者、价值与非价值、积极的与消极的等不同基准，阐释“生”之关系。“生”的自然表现主要是指身体的外在自然表现，是象征情感的移入。“生”的艺术表现分主观的艺术和客观的艺术。绘画、雕塑等为客观艺术，音乐、花纹为主观艺术，前者是模仿艺术，后者是自由艺术。结论部分考察了西方与东方不同民族对于“生”的主观预想、憧憬以及音同词异、语源差别，试图回归“生”的本源意味，从而阐释“生”的“民族意识存在”、地理条件、风俗的差异，显现出作者受海德格尔“现实意识现象学”的影响。


《美的相位与艺术》
 　日本今道友信著。1968年出版。分“绪论”、“艺术与逻辑”、“艺术与技术”、“艺术与人类”、“艺术与死”及附录等六个部分，集中反映了作者基于现象学基础之上的关于“美的哲学思索”。认为美是一个直接的意识。它是一种根源性的本能直观，源于自我的直接把握。美在意识中的相位是不断变化的，它是“意识动向的方位差”，由此衍生了自然美、技术美、艺术美等各种美的形态，其中艺术美因为是人类积极参与的活动，是由必然而带来的自由的喜悦，所以最为典型。在“艺术与逻辑”部分中反思、批判了康德关于美的四契机说，分别从质、量、关系、模式等角度指出美的判断是对于存在的联想和肯定；美是一种不可传达的迷狂状态；美的判断始于主观合目的性，完成于客观合目的性；美的体验方式不可能重复、传达、具有固定的形式。作者还比较中西美学传统，指出前者着重于表现而后者则着重于再现，但两者是可以融合的。


《关于美》
 　日本今道友信著。日本讲谈社1973年初版。是作者阐述自己美学思想的通俗性著作。1968年8月，今道友信在第七届国际美学会议上，接受了以“关于美及其认识”为题写一书（作为法国一美学丛书的一卷）的约稿，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据为写书所做的笔记草稿写成本书。全书共九章，主要包括美论、美感论和艺术论三部分。美论部分提出美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美是意识、观念的存在”。认为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多样性，美的不同类别由意识结构的差异产生。美不是指视觉上的美丽，而是指由内心产生的一种光辉。美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也是人类自我复归的关键。美感论提出对于美的感知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认为审美活动与人的感觉器官、人的感性直接相关，同时也离不开理性的参与。对于艺术美的欣赏需要“解释”。解释是欣赏者与作品的对话，借以了解作品的个性和它的美。提出美的“相位”说，认为美在意识中的“相位”是不断变化的；美感的意识结构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意识结构。艺术论主张艺术把探求存在的神秘作为最终对象，成为一种改变物质现象的有形操作。美是艺术的理念。艺术具有教育机能和娱乐机能，但它的根本机能是使被现代技术所压抑的人性复归。强调艺术依赖于天才的自我决定，有人类的爱，才会有真正的艺术的产生。本书涉及作者一系列重要美学观点，明显带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烙印，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


《讲座美学》
 　日本今道友信主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5月出版。该书集中了佐佐木健一、吉冈健二郎、藤田一美、西村清河、佐藤信夫、神林恒道、利功光、川野洋等日本当代美学研究者撰写的美学著作。全书共五卷。第一卷“美学的历史”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西方的美学”，系统介绍了从苏格拉底之前的美学准备，到现代美学阐释学及艺术的现代性等西方美学史的思想内容。第二部分“东方的美学”介绍了中国的艺术哲学，韩国的美学思想和日本的美学思想等。第三部分“美学史各论”，主要分析西方修辞学，中国肖像画论——传神论，日本的诗论——古今集假名序之歌论。第二卷“美学的主题”，主要是以审美范畴为主题来论述美学范畴的发展进程，包括自然、美、美的经验、艺术、想象、象征、装饰、型·形·姿、创造等主题，以日本美学家的独特视角，结合20世纪以来世界美学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美学的方法，阐释、论述对于美学的理解。第三卷“美学的方法”，主要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介绍与阐述美学的发展态势，分析了现象学、解释学、艺术符号学、分析美学、实验美学、形而上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比较美学、结构主义、制作学、卡洛诺罗伽（今道友信独创从希腊语源美、存在、理性、学问进入的关于美的定义）。第四卷“艺术诸相”是对于各种艺术门类的美学阐释，主要有西方音乐、东方音乐、诗学、修辞学、演剧、日本的艺能、舞蹈、造型艺术、绘画、建筑、设计、电影艺术等。第五卷“美学的将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学的新课题，主要阐述了行为的直观与日本美学，都市美学、现代社会的艺术机能、科学与艺术、广播电视艺术的将来，现代艺术家的使命等；第二部分为通向美学的提议，主要阐述艺术与道德，哲学与美学，通往感性的志向，美术史与美学，音乐史与美学，精神医学与美学，教育与美学，文化人类学与美学，宗教与艺术等等。


《美学总论》
 　日本竹内敏雄著。1979年出版。是竹内敏雄的一部总结性美学著作。分为本篇与续篇两部。本篇《美学基础论》论述美的存在问题。除序论外分为五章，序论着重探讨了美学的命运与使命、美学的对象领域和美学方法论的确定等问题；第一至第五章分别为：“美的存在相”、“审美体验的结构”、“审美对象的结构”、“美的价值原理”、“美的诸特殊形态”。续篇《艺术理论》共四章，分别为“作为美的技术的艺术”、“艺术类型论序说”、“艺术的种类”、“艺术的样式”。认为美学“不是把美作为美本身来感受和体验而是对其作思维的考察的，它自身作为学问的规定和它的认识对象的本性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关系，所以，从一开始，美学就注定了它屡受挫折的命运。”作者对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重视，指出：“比确定对象更为复杂的是方法论的问题，它至今仍在继续使美学研究者颇费踌躇。”认为在美学方法上可分为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两种，这两种方法论上的对立原型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美的形而上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论之间的区别。作者回顾了两种倾向在近代的演变，直到现代自下而上的实验美学。认为“从上个世纪末叶到本世纪，扬弃这种‘自下而上的美学’，却没有向‘自上而下的美学’转变，而是在两者之间向着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方向发展，这是值得注意的划时代的事情。”指出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生命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美学方法论意义。他还描述了现当代西方美学研究方法的多极化状况及趋势，认为研究美学首先要“选择适应于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方法”。他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艺术是一种生产美的价值、创造美的技术活动”，即艺术的构成有两大要素，即美与技术，二者缺一不可。该书出版后得到日本美学界的高度评价。

其他国家


《卑微者的财富》
 （Le Trésor des humbles；The Treasure of the Humble）　又译《卑微者的秘藏》。比利时梅特林克著。1896年出版。其中收入作者早期的论文和散文《寂静》、《灵魂的觉醒》、《神秘的道德》、《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等，集中反映了作者神秘主义的文艺美学观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一种远比伟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悲剧因素更真实更深刻的悲剧因素，它超越了责任和情欲之间的永恒性冲突，揭示了生活本身的美妙，使人们看清了在无限空间中独立存在的灵魂。人们应通过艺术中某种生活场面，去追溯生活的本源和它的神秘性，经由卑微的日常生活中的优美、壮观与真挚的一瞬间的揭示，看到存在、力量或上帝。诗人把平常生活改造为能展示生命的倾间，启示人们领会生命的伟大庄严和对不可知的力量的顺从。悲剧的美和伟大，并不在动作之中，而在言辞之中，它把似乎无用的言辞变成神秘的对话，灵魂在其中被呼唤着，它构成了最美的悲剧所具有的最神秘的美。诗和悲剧要抛弃那些仅仅解释动作的字眼，代之以带有启示性的字眼，这种启示性是指灵魂向着它本身的美和真所作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无声无息而又永无休止的努力。诗人要让他那点滴的天才启示落在生命本身之中。


《艺术的起源》
 （Origin of Art: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nquiry）　全名《艺术的起源——一个心理学和社会的探索》。芬兰希尔恩著。1900年出版。用人种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来揭示各种外界的和社会的力量对原始艺术发生和发展的作用，同时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的冲动。认为情绪的表现，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情绪表现在艺术中比在其他的人类活动中更为完全，具有永恒的形式，带有理智和意志的成分。认为艺术中还显示出艺术之外的种种因素，在原始艺术中，模拟舞蹈、口头叙事诗、记录或纪念事件的画、人体装饰，实用的动机如鼓舞士气、帮助劳动、吸引异性等占了压倒优势。但较少讨论经济、政治的活动和组织以及宗教活动对原始艺术的影响。本书开创了社会学美学的先声，被译成多种文字，发生了广泛影响。


《诗学的基本概念》
 （Grundbegriffe der Poetik；Basic Concepts of Poetics）　瑞士学者施泰格尔（Emil Staiger，1908—1987）著。1946年出版。是一部探讨文学类型的论著，详述了分类的方法、类的本质以及三分法的根据。全书分为抒情式风格、叙事式风格、戏剧式风格、韵文的类的概念之根据四个部分。主旨在于用抒情式（das Lyrische）、叙事式（das Epische）、戏剧式（das Dramatische）代替传统的抒情作品、叙事作品、戏剧作品的文学类型三分法，从而以文学类型学代替了文学分类学。认为传统的三分法既概括不出“类”的本质又整理不出“诗作”的秩序，而新的分类法可以克服这些不足，按照新分类法，三种文学类型的本质又可分别概括为回忆、呈现、紧张。但纯抒情式的、纯叙事式的和纯戏剧式的诗作是不存在的，一切诗作都有三个类的参与，从而造成了古今诗作的丰富性。认为“纯”的观念实际上是提倡对已有风格的程式化模仿，并扼杀创新。此外，抒情式、叙事式、戏剧式这三个类的概念还对应着人类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语言的感性表达阶段、直观表达阶段和概念思维表达阶段，同时又合于组成人的本质的三个领域：情感的、图像的和逻辑的。认为抒情式、叙事式、戏剧式的诗分别是人的一次相应的生存（Dasein）的收获，由此使诗学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人类学和生存论美学发生了联系。


《电影美学》
 （Filmkultúra；Theory of Film: Character and Growth of a New Art）　副题为《一种新艺术的特征与发展》。匈牙利巴拉兹著。1948年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探讨电影怎样从一种技术变成一种艺术，及其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特有的表现手段、创立了为理解这种新艺术所必需的新的感受能力和视觉文化，尤其论述了无声片时期的画面语言理论；下半部从摄影特技、声音、对白、色彩、剧本、素材、风格、音乐等方面深入探讨电影艺术。本书的中心内容是通过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及它同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来探讨电影艺术本身的特性。其中关于无声电影艺术经验的总结、关于有声电影的功过和电影艺术的三大特点等论述，至今仍被电影研究家广泛引用。该书在电影理论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再度复兴的视觉文化的重要理论作品。


《批评的解剖》
 （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　加拿大N．弗莱著。结构主义美学与原型批评的重要著作之一。1957年用英语在加拿大初版。提出系统的原型批评理论。认为艺术因运用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而成为交际技术。这种可交际的象征即原型。原型批评不同于文献式批评和历史批评，它主要考虑的既不是单个作品的意义，也不是作品与特定历史环境的直接关系，而是一种作为社会性的事实和交际模式的文学，即整个文学系统中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的途径是传统研究和文体研究。认为原型是一些联想群，在既定的语境之中，它们因拥有的大量特殊的已知联想物为大多数人所熟悉而成为已知的文化原型。完全传统的艺术作品中的原型，已基本上成为一套秘传的符号；现代作品虽有将原型加以遮掩或晦涩化的倾向，但这实际上仍然是原型在更深层次上的重新发现。提出原型批评的基础——神话理论。其“神话”是专指由神话故事引申出来的贯穿文学史的叙述结构原则，它由仪式和梦以语言交际的形式结合而成。他由此将全部文学史看成是原生神话模式、传奇模式和写实模式这三个依次出现的神话结构或原型象征模式。提出文学应像音乐一样归纳出基本的形式化单位，认为除文学体裁的划分外，还应从叙述程式角度划分出四种更基本的单位，分别对应于四个季节：喜剧（春）；传奇（夏）；悲剧（秋）；反讽与嘲弄（冬）。该书被西方学者称为原型批评理论的奠基作和20世纪原型理论的“圣经”。


《顽强的结构》
 （The Stubborn Structure：Essays on Criticism and Society，1962—1968）　副书名《1962—1968年间关于文学批评与社会的论文集》。加拿大N． 弗莱著。1970年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弗莱关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演讲与论文。第一部分讨论了文学批评的功能与目的；第二部分讨论了文学批评的应用，包括了一系列关于作家和作品风格的讨论与研究。认为，文学和艺术的功能是“表达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人类对自我的意识，而不是他自身所不是的东西或者外在于他的东西”。“它不是像科学一样把‘存在’量化，而是去描述它。不是描述别处的东西，而是此时的当下，描述意识中出现的东西，并以此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文学批评就是去发现，文学是被一些含义丰富的观念组织起来的，这些观念确立了文学的惯例，并使有相似风格的作家群从众多作家中区别出来。我们把这些观念和形式称作“神话”，正是在这些神话中清楚地表现出了人关注其所在世界的模式。他还注意到文学中循环出现的语言构造原则，或在喜剧、小说和悲剧等传统类型中那些反复出现的结构，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和类比，揭示出文学作品各种各样的形象其实属于一定的形象类型（image-pattern），从而对作为文学的基本结构的“神话”和形象进行追寻。认为读者如果培养了这种揭示其类型的阅读的习惯，将很容易辨认出这种原型。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不是去评价，评价只是批评的副产品。评价的观点往往是因为人们认为批评是为了界定和推崇经典作品。


《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
 （The Great Code：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加拿大N．弗莱著。1982年出版。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四个章节：第一章人们用来谈论圣经的语言及其问题，提供一个可将圣经当作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影响物加以观照的语境；第二至三章讨论神话和隐喻，尤其是这二者如何与圣经的字面意义相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来逐步破译其代码；第四章探讨俗权以及其与基督徒阅读圣经的传统方式之间的联系。第二编则较为直接地将批语的原理应用于圣经的结构，第五章一开始就涉及了启示的七个阶段：创造，出走，律法，智慧，预言，福音和启示，然后一一对之作了详细阐述；第六和第七章分别为圣经的意象和叙事结构作了归纳和综述，使人对圣经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第八章再次对所谓“宗教修辞”作了探讨，并简略地考察了其他意义，为读者指出了一个始自字面意义通向破译代码的方向。弗莱以文学叙述的方式来阐释圣经，其独特之处也恰恰是此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艺术史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匈牙利豪塞尔著。1958年用英文于纽约出版。社会学美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民俗等多角度对艺术史进行研究，一改过去单从哲学或从艺术角度研究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并讨论了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社会学对艺术所进行的全部研究，是按照艺术的实际来源来解释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看法。艺术的目的不是创造审美幻象，而是对生活作出一种解释，艺术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应极端分开，一代人的世界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艺术史作评价或再评价的是社会意识形态，而不是逻辑。该书还引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肯定精神分析学对作品隐含的心理动机、意义的分析是有意义的，但批评它把所有的艺术当作象征，又把所有的象征当作性作用。主张在艺术史研究中结合使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又认为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哲学的指导。要求揭示艺术发展本身的规律，注意研究社会环境的外部影响。把民间艺术和流行艺术看成是未受充分教育的和未曾都市化或工业化的民众的艺术，列为艺术史中的重要内容。该书把社会学美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艺术社会学》
 （Soziologie der Kunst；The Sociology of Art）　匈牙利豪塞尔著。1974年出德文版，1982年出英文版。该书共分六部分，探讨艺术与社会关系。认为所谓生活的整体性是指人的全部存在和感觉，包括所有的意向、志趣和追求。在整个人类活动中，这种整体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日常生活中，另一是在艺术中。艺术只要保持与具体的、现实的不可分割的生活整体的联系，它就能构成正常审美行为的基础。真正的审美现象包括人对生活整体性的全部体验，这是一个创造主体与世界的真实生活保持一致的能动过程，而艺术就是通过集中反映生活整体性的方法来深入对象的内层结构的。以此为理论基础，该书探讨了艺术与社会的互动、辩证法，作者与艺术中介、与公众的关系，艺术的分类等问题。


《审美特性》
 （Die Eigenart des Asthetischen；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匈牙利卢卡奇著。1962年完成，1963年在布达佩斯出版。系他原定计划写作的《美学》的第一部，后两部因故未能完成，该书便成为他最为系统的美学专著，是作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美学所作的新探索，也是他积50年美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全书内容甚丰，体系庞大，计百万余字，分为三卷。主要围绕3个问题：（1）从哲学上论证审美的历史形成方式；（2）对美学特殊范畴进行了推导；（3）界定美学与其他领域的界限。书中运用能动的反映论和历史体系方法，对人类的审美反映和艺术的基本特性作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系统分析，详细论证了审美和艺术的历史形成以及巫术在审美形成中的历史作用，艺术作品的结构特征及主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深入探讨了作为审美结构本质的特殊性范畴，揭示了自然美的本质和各门艺术的模仿特性等。


《批评意识》
 （La Conscience critique；Criticism of Consciousness）　比利时学者布莱著。1971年出版。是一部关于日内瓦学派的理论著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顺次研究了16位批评家的批评之原始对象“我思”即意识方式；下编则从理论上阐明批评意识的各种概念，提出作者自己的方法论。认为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不依赖于心血来潮的冲动。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就是重新发现一个人从自我意识开始组织起来的生命所具有的意义。上下编相辅相成总结了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和原则。


《艺术的涵义》
 （What Is Art All About ）　原著译名《艺术究竟是什么》。澳大利亚学者奥班恩（Desiderius Orban，1884—1986）著。1975年出版。全书共十四章。是一本探讨艺术本质的理论著作。提出艺术的本质是创造。认为这种创造性是人与生俱有的，具有个人的精神上的特性，同时又受到时代精神的深刻影响，与艺术创造的责任感密不可分。该书驳斥了艺术上的那种为所欲为，毫无责任心的颓废堕落，批评把艺术当作商品买卖的金钱主义。该书还对东西方艺术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艺术家的特征，艺术的功能风格以及艺术创造的能力等做了探讨。


《小说的艺术》
 （L'art du roman）　捷克小说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著。出版于1986年。全书由七个相互独立的篇章组成，是一部探讨小说艺术的文艺理论著作。该书以作者的小说创作经验为基础，以小说对人类存在的发现为核心分别探讨了小说的本质，小说的基本特征，小说与小说家的关系，欧洲小说历史等问题。认为小说的本质是对人类存在的发现，是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因此小说家本人应当从小说中消失，对存在的发现的延续而非所有写作的累积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该书还对其小说中的六十七个关键词以及小说的结构艺术给予了简要的介绍和探讨。


《性别/文本政治》
 （Sexual / 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副书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挪威托里·莫以（Toril Moi）著。1986年出版。该书讨论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流派即英美流派、法国流派，以及各派的代表人物、观点。同时以“女性形象”之观点探讨文学，证明女性主义批评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支流。借助德里达的解构观念，认为女权主义者应避免以狭隘的女性眼光解释或引导文学艺术；既然打破了父权制的文学藩篱，就应放文学艺术到空前广阔的自由天地中去；文学既不是男性的专利，也不应被女性据为私有。


《奥义书》
 （Upanisad）　梵语原意为“师生对坐所传的秘密教义”，后专指古代印度文献的一种，是最古文献《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亦称“吠檀多”（Vedānta），意即“吠陀的终结”。其中多数是晚出的宗教、哲学著作。现存总数达一百多部。一般认为，成书在公元前6世纪佛教兴起前或同时的，至多只有十三部。较古的书中保存了当时的一些哲学理论，突出的是提出“梵”（宇宙本原、宇宙精神）和“我”（个人精神、个体灵魂）的问题。“梵”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亦称“大我”，不具有任何形式和属性，超越于人类的感觉经验；“我”是个体灵魂、主观精神，亦称“小我”。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可以脱离肉体独立存在，根据今世行为的善恶，决定轮回的前景。个别部分也有以元素论为中心的素朴唯物主义自然观与乐生的社会伦理思想。其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为后来吠檀多派哲学的来源，是吠檀多派的重要经典。


《数论颂》
 （Sām·khyakārikā）　印度自在黑著。古典数论派哲学代表作。是目前保存的最早和最系统的著作。共七十二颂。内容包括研究数论的目的，世界构成和演变论，认识论，因中有果论，三德说，神我和自性的关系，轮回与解脱，修行的道路、方法和成就，论师的传承关系等。基本思想持二元论世界观，认为神我和自性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实体，当构成自性的三种成分三德失去平衡发生变异时，神我只起观照作用，神我与自性犹如跛子与盲人之间合作的关系。并提出布施、闻道、觉知二十五谛即可达到解脱的目的。有多种注疏，重要的有真谛的译注本《金七十论》以及《乔萘波陀注》、筏遮塞波底·弥室罗的注释本《明谛论》。


《数论经》
 （Sām·khyasūtra）　印度数论派哲学经典。托名创始人迦毗罗而著，实际成书约14至15世纪。共6卷五百六十二颂。前3卷叙述数论一般原理，自性和神我相结合的二十五谛说；第4卷论修行；第5卷是对其他学派的驳斥；第6卷再强调前各卷的重点。受到吠檀多派哲学的影响，认为神我即是大神自在天（亦称梵天），它是自性的质料因和动力因。构成原初物质的三德被解释为善德、动德、阇德，使古典二元论的数论完全转向有神论和唯心论，成为后期数论派的代表作。


 组织　会议　刊物


国际美学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IAA）　国际美学研究和交流的学术组织常设机构。1956年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美学大会上宣告成立。会址在比利时列日。宗旨是：促进美学研究，召开国际会议。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是：（1）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一至二次理事会；（2）四年召开一次学术大会，即国际美学大会；（3）出版《国际美学通报》（Bulletin Internationale d'Esthétique，英、德、法文，年刊）、《大会记录汇编》（Congress Proceedings，英、德、法文，每四年出版一次）。委员会活动经费来自会员会费。目前已组织召开了十七届国际美学大会，拥有600多位个人会员和26个集体会员。


美国美学学会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ASA）　美国美学界的民间学术组织。成立于1942年。加入美国学会委员会、美国科学促进委员会和国际哲学联合会等组织。其目的是促进美学、艺术和其它有关领域的哲学和科学研究。凡是对这一目的有兴趣的人都可成为该学会会员。会员资格包括预订《美学与艺术评论》杂志，并缴纳一美元以补该杂志订费差额。愿意帮助该学会的个人可成为“有贡献会员”（Contributing Member，须缴纳30美元）、“资助会员”（Sustaining Member，须缴纳100美元）和“终生会员”（Life Member，须缴纳500美元）。该学会遵守俄亥俄州的法律，是一个合作性的团体。学会的机关刊物是《美学与艺术评论》（季刊）。


英国美学学会
 （The British Society of Aesthetics，BSA）　英国美学界的民间学术组织。1960年成立。学会成立的目的是：（1）促进美学的学习、研究和讨论，促进公众中艺术趣味的增长。这里所说的“美学”包括对艺术理论的研究和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文艺批评等立场上对各种审美经验的研究；“艺术”则包括所有的艺术门类，从美的艺术到实用艺术。（2）通过组织讲座、出版杂志、鼓励讨论、传播信息和为公众提供咨询服务达到上述目的。学会的机关刊物是《英国美学杂志》（季刊）。


加拿大美学学会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Aesthtics，CSA/SCE）　加拿大美学界学术组织。1983年成立。旨在提高人们对审美问题的重视，促进加拿大国内外学术界的繁荣，为学者、艺术家和对艺术相关领域的批评感兴趣的学生提供一个双语的、跨学科的论坛。学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把学术研究者和艺术家聚集在一起，以使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互促进。学会出版电子刊物。学会成员与其他国家协会和国际美学学会有密切联系。会员每年参加加拿大联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会。


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Aesthetics，IIAA）　芬兰美学学会和Päijät-Häme夏季大学协会组成的学术组织。1993年成立于芬兰首都拉赫底赫尔辛基大学。会址在拉赫底。宗旨是促进环境和应用美学方面的研究、教育和出版。成员后多加入拉赫底大学应用科学，工业大学艺术部和图尔库大学视觉文化部，文化产业和景观学部。曾与其他组织一起举办第十三届国际美学大会、实践的美学会议、应用美学国际夏季学校等活动，以及其他的会议、讨论会、讲座和活动。有两个系列的书，即IIAA系列和IIAA报告，以及在线期刊。


柏林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Berlin）　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1913年10月由德国美学家德苏瓦尔发起在柏林召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共有525人，其中德国美学家有450人。这一事实反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大会目的是为联合世界各国的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广泛地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推动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的开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美学会议中断了二十多年，至1937年才在巴黎召开第二届会议。


巴黎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Paris）　第二届国际美学会议。1937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由法国美学家拉罗和苏里奥主持。会议重点讨论艺术社会学问题。会上，奥地利美学家、法国美学家等作了报告。提出美学可以利用科学提供的帮助去解决自己的中心问题，例如审美快感的本质和条件、艺术史的规律或反复出现的现象等。


威尼斯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Venice）　第三届国际美学会议。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第二届巴黎国际美学会议后十九年，于1956年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召开。由美国美学家门罗等人主持会议。在会上作报告的大部分是意大利的表现主义、法国的存在主义、德国的现象学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等现代美学流派的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并选举产生了常设机构国际美学委员会，从此国际美学的学术活动走向正规化。大会决定，今后将每隔四年定期举行一次国际美学会议。


雅典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Athens）　第四届国际美学会议，1960年秋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出席会议的共有20多个国家400多名代表。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首次派代表参加。亚非国家只有日本派出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美学科学的现状”。会上宣读了130多篇论文和报告，涉及内容广泛，但争论集中在如何看待抽象主义艺术问题上。这些报告中有：意大利约·法克的《从原始到抽象》、希腊帕-米赫里斯的《论现代艺术中的预言》、西德埃·乌伊勒松的《美学在国际范围内的职能》和捷克斯洛伐克姆·罗瓦克的《艺术的进步》等。


阿姆斯特丹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Amsterdam）　第五届国际美学会议。1964年秋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26个国家的近500名代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派出代表参加，美国、苏联、加拿大、日本、印度和土耳其等国也有代表参加。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和传统，共宣读了约200篇论文。会议分16个专题小组分别进行，其中有“美学和艺术的一般问题”、“语言和美学”、“新技术对美学的影响”、“各种艺术种类中的宗教感情的作用”、“实验美学”等。荷兰美学家扬·阿别尔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美国美学家门罗在会上作了题为《美学中的东方传统》的报告，号召东西方美学家密切合作，建设真正完整的美学科学。关于艺术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在本届大会上占了突出的地位。


乌普萨拉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Uppsala）　第六届国际美学会议，1968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市召开。出席大会的约有400人。会议分为5个大组和12个小组分别进行讨论，主要议题是：“艺术和社会”。围绕这一主题，会议讨论了“艺术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及其理论”、“艺术和艺术家在以往和现在社会中的地位”、“艺术作品的职能”、“艺术和经济学”等问题。大会共收到论文和报告近200篇。美国美学家门罗在会上作了题为《艺术和暴力》的报告，苏联美学家奥夫相尼科夫作了题为《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道德责任感》的报告。这两篇报告曾被瑞典广播电台一起播送，被认为是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的两种对立的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国际美学委员会名誉主席、法国美学家苏里奥在会上作了题为“艺术和劳动”的报告，提出任何人都应得到艺术享受，艺术生活是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布加勒斯特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Bucharest）　第七届国际美学会议。1972年8月至9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500名代表。大会主题是：“在人的现代情势中的美学和艺术”。会议按“艺术家、批评家和观众”、“现代艺术，艺术的死亡？”、“研究艺术史和美学史的迫切性”、“新方法，新标准”、“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美学”5个专题以及除此之外的其它问题分为6个小组。国际美学委员会主席、瑞士美学家甘特涅尔在开幕式上发言，主张把20世纪以来的美学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的古典美学的终结；形式主义美学；创造性想象的美学以及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环境美学。他的观点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欧美国家的许多代表在会上提出“艺术的危机”或“艺术的死亡”问题。


达姆施塔特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Darmstadt）　第八届国际美学会议。1976年8月29日至9月3日在西德的达姆施塔特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0个国家的近400名代表。其中罗马尼亚、美国和苏联都派出50人左右的代表团。大会的主题是“美学、日常生活和艺术”。但会上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这一范围。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美的对象（进一步又分成基本问题、信息关系、价值问题和界限问题等方面）；艺术的社会学（从基本问题、现代、个人与社会等方面展开了讨论）；美学史；创造性和接受能力；美的经验和美的范畴；艺术教育；自然的美学；现实主义；艺术的门类等。会上讨论得最多的是关于美学作为科学的对象、方法及其与其它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等）的关系问题。会上还提出美学的“乐观主义前途”问题，有的代表寄希望于社会审美教育的发展，有的则主张在日常生活的美学中找出路。


杜布罗夫尼克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Dubrovnik）　第九届国际美学会议。1980年9月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市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创造性与人类世界”。围绕这个主题有14个分组讨论题，它们分别是：创造性现象；创造性与自然；传统与创新；创造性与法律；创作与自治；现代社会的艺术需要；创造性与文化机关；创作与教育；创造性与历史性；文化的多样性；创造性与美学。艺术创造在这次会议上成为中心议题。


蒙特利尔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Montreal）　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1984年8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3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代著名美学家丹图、今道友信、奥斯本、阿恩海姆等人出席了该届会议。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来祥也参加了会议，这是我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美学会议。加拿大美学家麦考密克担任本届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主题是“艺术对哲学的改造”。围绕着这一主题主要进行了四方面的讨论。（1）艺术与哲学的关系。（2）从美学史看艺术观与哲学观的关系。（3）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这是当代西方美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会上对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讨论了美国美学家迪基的直觉论和丹图的表现论。（4）关于艺术批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不少人从艺术批评的分类、方法以及艺术批评与哲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对艺术批评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会议最后通过国际美学委员会章程，并选举出了理事会。


诺丁汉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Nottingham）　第十一届国际美学会议，1988年8月29日至9月2日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的29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也参加了会议。诺丁汉大学教授里查德·伍德菲尔德（Richard Woodfield）主持开幕式。会议的主题是：“传统与创新”。会上共宣读了约200篇论文。会议主要采取分组报告、讨论的方式进行。会议在内容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1）审美经验问题是会上谈得最多的议题；（2art）西方古典美学仍然受到重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博克、狄德罗、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美学家都有两篇以上的论文加以讨论；（3）现代西方美学则谈得很少，主要谈到结构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诸派；（4）有的论文涉及十分专门的问题，例如“绿色美学”问题，讨论的是一个音乐小集团的美学主张。许多世界著名的美学家，如美国的费希尔（John Fisher）、加拿大的麦考密克（Peter McCormick）、日本的今道友信、佐佐木健一等出席了会议。


马德里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Madrid）　第十二届国际美学会议，1992年9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来自亚洲、非洲、澳洲、欧洲、北美和南美洲的近40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或美学成果200多篇。中国学者共4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审美现代性”。专门会议按十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举行：（1）启蒙运动和现代设想；（2）美学的历史进程；（3）艺术理论；（4）现代性和艺术先锋派；（5）艺术与群众文化；（6）艺术、语言和知识；（7）美学的性质、作用和局限；（8）判断与审美价值；（9）后现代主义美学；（10）本体和边缘等。


拉赫底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Lahti）　第十三届国际美学会议，1995年8月1日至5日在芬兰拉赫底（Lahti）召开，各国40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会议主要围绕“审美与多元文化”主题展开。


卢布尔雅那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Ljubljana）　第十四届国际美学大会，1998年9月1日至5日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召开。45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中国大陆有3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主题“作为哲学的美学”，下设有十个专题：（1）美学与哲学；（2）美学与历史；（3）审美体验；（4）美学、批评理论、后结构主义；（5）女权主义理论和美学；（6）美学与伦理学；（7）应用美学；（8）美学与身体哲学和感官哲学；（9）东方与西方及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艺术、文化和美学；（10）美学与艺术、文学、音乐、建筑、设计、电影、摄影、舞蹈等的历史和理论。


东京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Chiba，Tokyo）　第十五届世界美学大会，2001年8月27日至8月31日在日本东京千叶县幕张本乡神田外语大学举行。42个国家500多位美学工作者参加，提交论文500多篇。大会以“21世纪的美学”为主题。


里约热内卢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Rio de Janeiro）　第十六届国际美学大会，2004年7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主题是“变化中的美学”，会议分三个议题：（1）当代世界美学与艺术的变革；（2）美学应用到现代各个领域实践性问题的研究；（3）大力推动东西方美学的交流与比较。


安卡拉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Ankara）　第十七届国际美学大会，2007年7月9日至13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主题是“美学在文化间架起桥梁”。会议分为如下几个议题：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东方和西方主义、多元化和平等、神圣与亵渎、历史主义、艺术的新分类、文化产业、技术美学、美学与日常生活、高/低、真实和虚拟、哲学的方法、文化交流和艺术、领土和文化、艺术的超越等。


《雅典女神神殿》
 （Athenaeum）　德国文学刊物。施莱格尔兄弟于1798年创办，1800年停刊。该刊聚集了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蒂克（Johann Ludwig Tieck，1773—1853）等一批优秀的诗人和批评家，成为当时德国张扬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刊物。该刊第一次提出了“浪漫主义”这一名称，并且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强调想象与情感，强调文学创作的绝对自由，追求宗教的神秘和象征感等。


《比较文学杂志》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由匈牙利梅茨尔（Hugo Von Meltzl）于1877年1月在克劳森堡（今属罗马尼亚，叫克鲁日）的一个偏远小城出版。该杂志以多种语言写成，介绍或提及除欧洲主要国家以外的许多文学，其中有用亚美尼亚语、吉普赛语、汉语和日语等写的作品。梅茨尔认为：比较文学是一门刚刚在成长中的未来学科，它离开一门成熟的学科距离尚远，所以把现有的材料现在就进行最后的比较不是杂志的任务。该杂志于1881年1月停刊。1887年德国比较文学学者马克斯·柯赫（Max Koch）在布莱斯劳大学也创办了《比较文学杂志》。科赫为该杂志确定下述内容：（1）翻译的艺术；（2）文学形式和主题研究以及跨越民族界线的文学影响研究；（3）思想史；（4）政治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5）文学与造型艺术，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6）民俗学研究。这些内容，不但涉及到影响与平行研究，而且还直接研究思想史、政治史与文学史及其关系。


《美学与普通艺术学杂志》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General Science of Art）　德国美学杂志。1906年创刊，1943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停刊。该杂志由美学家德苏瓦尔担任主编。内容十分广泛，从日本的漆器到一般美学体系无不涉及。活跃在20世纪前30年的一些重要美学家，如里普斯等人都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西方美学界有重大影响。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的国际性权威杂志。


《美国意象》
 （American Imago）　美国文化期刊。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创立于193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季刊。探索精神分析在当代文化、文学和社会理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它提供关于精神分析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学术观点，研究精神分析和美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历史、音乐学、文学理论以及教育学之间的关系。


《美学与艺术评论》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美国美学学会刊物。季刊。1941年由鲁恩（Dagobert Runes）创办。门罗、费希尔、阿恩海姆等人曾任主编或编委。编辑部设在坦布尔大学内。特点是侧重于艺术和艺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该杂志在当代国际美学界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英国美学杂志》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英国美学学会刊物。季刊。1960年创刊。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范围内对审美欣赏、审美判断和艺术原理等进行哲学讨论的主要杂志之一。提倡从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种角度讨论美学和艺术问题。由奥斯本担任主编。该杂志在当代国际美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欧美最具影响力的左派理论杂志。创刊于1960年。“新左派”是20世纪50—70年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左”翼激进思潮与政治运动。因自命为同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中的“老左派”有别，故称。50年代萌芽于美英两国。60年代中期后迅速发展，并以1968年法国学生工人造反运动——“五月风暴”为其发展的高潮。《新左派评论》为其出版的期刊。该刊除政治性的论题外，主要是学术性探讨。60年代中期较关注一些文化论题，包括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探讨阿多诺与拉康的论题等。葛兰西、萨特等都为该刊撰稿。80年代上半期，阿多诺、布莱切特、卢卡奇和本雅明之间“美学与政治”争论的素材较多。在新左派的发展历史上，葛兰西、卢卡奇以及阿多诺等名字，使《新左派评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审美教育杂志》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JAE）　美国美育期刊。创刊于1966年。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季刊。是一个旨在讨论审美教育问题的跨学科期刊，主要登载哲学美学和美学教育的论文以及解说性文章、评论和书评等，主要致力于对各种层次的艺术和人文科学教育领域中存在问题的探讨，对审美经验的探讨，对新的通讯媒介美学和环境美学的意义的理解，以及对人文主义学科的美学品质的理解。该杂志主要面向美学教育者、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史家，以及教育和人文领域教育者、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对审美经验所需要的理解、技巧和态度有所关注和发展的人。


《新文学史杂志》
 （New Literary History）　美国权威刊物。创刊于1969年。为适应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而创办。每年出版四期。曾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称。主编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在该刊创刊号上说道：“迄今尚无一家刊物致力于文学史上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释”，因而该刊的创办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需要，以便通过承认“文学史”必须重新书写而实现这一目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探讨“历史”讨论“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旧”（old）的概念进行理论阐释。杂志坚持短期趋势和涵括性的思考方式，关注于对文学变迁理由的解释、对某一时期文学现象的评述，以及对文学作品风格、习惯等演变的理论阐释。研究兴趣一般分为两类：（1）从理论的视角关注文学史上的老问题，致力于对这些老问题作出新的解释；（2）研究任何世界范围的或具体国别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流派和具有典型性的作家、理论家。


《艺术史》
 （Art History）　英国艺术期刊。1978年创刊。全年5期。由艺术史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负责，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该杂志为关于绘画、雕塑、监督、设计以及其他视觉文化的历史和理论等各方面的原创研究提供一个国际化的论坛。致力于出版在发展良好的交叉学科框架内能够扩展对视觉的理解，并在艺术史以及相关领域提出启发性问题的原创作品。



艺术美学


 总类

特征及属性


艺术规律
 （artistic laws）　 艺术发展过程中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人们对它的认识随着艺术实践和美学思想的发展逐渐深入、丰富、全面。模仿说强调对社会生活的再现，表现说强调创作过程中主观感情的表露，移情说对欣赏过程中人的感情的外射的分析，形象性、典型性、思想性、感染性等范畴的提出，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对艺术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最早对艺术规律进行整体、系统研究的是德国黑格尔，他第一个试图通过艺术的历史发展来揭示其内在联系，阐明艺术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地认识艺术规律奠定了哲学基础，他们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艺术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莎士比亚化等观点，都深刻揭示了艺术规律的一些重要方面。艺术规律可以从文艺现象的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去把握,大致包括：（1）艺术本身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前者指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特点和共同规律，如对社会生活而言有被制约性和能动的反作用，有社会性、倾向性等；后者指文艺反映现实有特殊的方式（形象性）和特殊的对象（人）、目的（影响人的精神、情操）与结果（作品中渗透着感情和审美评价）。每种艺术门类又有自己的特殊规律。（2）艺术的外部规律。即艺术与社会发展、经济基础的关系，艺术与上层建筑其他部分包括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其中包括与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的关系。这些外部因素影响着艺术的风格、内容、形式，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艺术的内容因素。（3）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发展的规律是艺术本身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结合，即艺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而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和影响它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关系，包括艺术与物质基础发展有时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艺术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的辩证运动规律等。艺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一切文艺样式都受它的制约和支配。正确认识和把握艺术规律，才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真正的自由。


艺术素养
 （art cultivation）　亦称“艺术修养”。人对艺术的感受、体验、评价和能动创造的能力。是“审美修养”或“美学修养”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艺术理论、艺术史知识的掌握，对艺术创造、艺术鉴赏、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解，以及对艺术的感受力、想象力、判断力、理解力、创造力等。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他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艺术素养包括对艺术总体规律的把握，对某些艺术门类、样式特殊规律的把握和对艺术同社会生活，同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艺术内容、形式、方法、技巧的掌握，它们都来自长期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并受人的世界观、美学观、社会观、人生观的制约。艺术素养随着社会生活和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时代的人和各个个体，其艺术素养有高低、广狭之分。艺术素养直接制约着艺术鉴赏的敏锐性、深邃性和艺术创造的真实性、典型性、感染性以及个性特征。


艺术思维
 （artistic thinking）　艺术创作、鉴赏中的独特的思维活动、思维方式。对于它的性质、特征，中国美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它就是形象思维。有的认为它是形象思维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形象思维是原始人、幼儿乃至高等动物所共有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欣赏自然美和科学研究中也运用形象思维；而艺术思维则是艺术创造、艺术鉴赏中特殊的思维活动，它贯穿于观察生活、艺术认识、艺术体验、意象创造、艺术构思、艺术表达等全过程，更具形象的丰富性、完整性、想象的自由度、情感的激越性，更具主体性、自主性、创造性，更充溢理性内容和个性特征，是形象思维在艺术活动中呈现出来的高级形态。


形象思维
 （imagination）　伴随、凭借着感性形象并融和着联想、想象、情感的思维活动。是审美、创造美和艺术创造中的主要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与“抽象思维”相对。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他认为艺术美是通过感性形象诉诸人的感觉、情感、想象的，是种自由的创造，不同于哲学、科学的思考。我们在美术美里所欣赏的正是“创作和形象思维的自由性”。人们对“形象思维”的认识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文艺理论中，已有关于形象思维特征的论述。如《易经》中的“观物取象”说、“立象以尽意”说，陆机的“虚静凝思”说，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说，刘勰的“神思”说、“意象”说，直至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在论述审美、艺术创造中的取象、立象、联想、想象、情感活动时不同程度地涉及形象思维的内容。在国外，“形象思维”一词源于英语、法语的Imagination和德语的Einbildung，其词根image和bild都指形象和想象。在“形象思维”一词诞生之前，西方美学史上一般都通过探讨想象的特征、功能来论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艺术与哲学、科学的区别。如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有“真理性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认识，前者是抽象的理论的认识，后者是凭感官获得的形象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想象和判断是不同的思想方式”，想象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虚构，判断则必须以对象为依据；意大利马佐尼认为想象是艺术创造所需要的心理功能，可以随心逞意的虚构，理智则需依照事物性质来构想；维柯认为想象与推理是对立的，艺术用对情欲、情绪的感觉造成，愈掌握个别就愈确实，哲学则用思索、推理造成，愈上升到一般就愈接近真理；英国培根把人的智力分为历史所依据的记忆，诗所依据的想象，哲学所依据的理智，认为想象极端自由，不受物质规律束缚，并伴随情感活动，记忆、理智则相反。他们都从想象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后德国莱布尼茨提出了“形象的认识”这一概念，并把它视为是一种“思维”，以区别于符号思维、逻辑认识等，开始将“形象”与“思维”联系起来。“形象思维”自黑格尔提出以后，被许多美学家所阐发，如俄国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思维”，是用形象显示真理。高尔基认为想象在其本质上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主要用形象来思维”。马克思曾指出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于理论的方式，这一思想蕴涵着艺术的形象思维的特征。形象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的思维方式，某些高等动物也具有形象思维的能力。但原始人与高等动物的形象思维一般不与语言相联系，不能上升到理性，也不具丰富的有社会内容的联想、想象、情感活动。文明时代人类的形象思维以在审美实践中获得的形象感知、形象记忆和理性分析、语词概括、逻辑判断为基础，并与抽象思维相辅相成，渗透着理性的内容和特定的社会情感，是直观性、形象性、情绪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服从思维、认识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征：一般不脱离具体感性的形象，即使以语词、概念对形象进行概括、判断时，也依然融和着具体、生动、丰富的形象；伴随着对众多形象丰富的、自由的联想、想象和幻想；融和着主体的强烈情感活动、特定的审美态度和自我意识，将自己的情感、理智渗透进对象形象之中；渗透着主体的创造精神和个性；其结果是创造出形象、表象与思想、情感、意志相统一的审美意象和更加具体生动、更加丰富的艺术形象。形象思维是审美活动的主要思维方式，它贯穿美的欣赏、美的创造和艺术创造的全过程，其深广度直接制约着审美感受，体验和意象创造、审美判断、审美评价的性质、内容，决定着艺术创造的真实性、典型性、生动性、丰富性和个性特征。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对于形象思维的性质、特征、功能及其同抽象思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主要有：“否定论”、“形象思维独立论”、“与抽象思维相辅相成论”、“先形象思维后抽象思维论”、“以抽象思维为指导论”等。


艺术天才
 （artistic genius）　艺术家所具有的超常的创作天赋；具有超常创造天赋的艺术家。历史上许多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家对艺术天才都有论述，但往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如德谟克利特认为荷马（Homeros，约公元前九—八世纪）是“赋有神圣的天才”；柏拉图认为艺术天才是具有高贵品格的人的天赋，他的灵感论成为后世天才论的直接来源；康德认为天才是艺术家替艺术定规律的一种天赋，天才的创造本身不服从于理性的准则。黑格尔认为：“天才是真正能创造艺术作品的那种一般的本领以及在培养和运用这种本领中所表现的活力。”这“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美学》第一卷第三章C）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和尼采则把天才理解为置身于道德评判之外不受任何常人的价值观限制的“超人”，有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孤独性。也有学者把艺术天才和非理性（如疯狂）联系起来，如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和精神病者之间只有一墙之隔”。另一些学者认为艺术天才与大众性有关。俄国的别林斯基认为艺术天才表现在典型地、创造性地、预先反映人民的意愿。荣格也认为天才是对时代精神的超常敏感并成为这种精神的传声筒。马克思主义不否认艺术天才的存在和其在人类创造艺术美活动中的作用。但认为艺术天才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结合后天诸因素发展而来的，是一定时代、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艺术家只有与时代、人民相结合，在吸取前人材料营养的基础上，并经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才能使自然禀赋得以发展，成为艺术天才。艺术天才在创造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不事模仿的独创性，反对平庸的超常性和独具慧眼的超前性，在人类创造艺术美的活动中具有杰出的作用。


典型环境
 （typical environment）　艺术创作中对典型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规定性和控制性影响，并驱使人物必然如此行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环境，由典型人物所处的时代提供，包括那个时代社会存在的总的历史文化因素，如当时总的政治经济形势，当时的时代风貌和人文风土人情等。宏观环境从总体上框制着人物性格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行为范围，不直接把自己的特征外化在典型人物性格之上，其全部效能通过微观环境的具体作用表现。一是微观环境，是典型人物物理位置所处的具体环境，如某人物生活过的牧场，交接过的人物，享受过的礼仪，观赏过的村寨，战斗过的要塞等等。这些微观环境直接控制着人物性格的生成发展，并把具体的生活烙印直接打在人物身上。 它把宏观环境中的总特征分为无数具体的、细微的部分，输进人物形象。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不同特点使同一时代和社会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宏观环境对人物的影响通过微观环境实现。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典型环境的表现，是与作品的真实性、深刻性以及人物性格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审美价值息息相关的。


性格刻画
 （characterization）　艺术创作中对显示人物性格的外在和内在特点的勾勒、描摹和渲染，使之凸显而成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性格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文charaktēr，有“特征、特点、标志”的意思。用于艺术上指加工和处理过了的人物的全部外在和内在的稳定和经常性的特点。性格刻画在19世纪文学中达到高峰，形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人物画廊。20世纪现代主义兴起，性格刻画不再成为艺术创作的支点和重心，其本身也从人或事物的外在肖像、言行、环境的描绘，转入对人物的内在心理特质及潜意识活动方式的记载。心理性格强化造成的人物形象的模糊性是外在的性格刻画深化的一个标志。性格刻画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文学中，人物性格通过作者对人物独特的肖像、言行、心理及环境的语言的直接再现完成；在音乐、戏剧、电影、美术等艺术形式中，性格刻画分别由音乐的旋律、节奏、音色，戏剧的台词、舞台处理和表现，电影的各种角度和距离的镜头组合，美术的一瞬间表现力的选择来完成的。


创作过程
 （creative process）　艺术作品从创作伊始到最终完成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创作发动阶段，即生活积累、情感酝酿和产生创作冲动的阶段。艺术创作是从对客体对象直接或间接的观察、记忆、感受、体验开始。艺术家逐步积累创作素材，并产生情感倾向，在外部刺激的引发和内部动机的驱使下，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欲望，并付诸具体的创作行为。（2）艺术构思阶段，即艺术作品内部的孕育过程。具体包括提炼素材、确定主题、孕育形象、凝聚情感、酝酿情节、安排结构以及探索适当的表现手法等。艺术构思是知、情、意有机统一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艺术家充分展开联想和想象活动，情感处于亢奋状态，不时有灵感袭来，使艺术构思获得突破性的进展。（3）艺术传达阶段，即在艺术构思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如色彩、线条、音响、形体、语言等）和各种表现手法、技巧将内心的意象和情志加以物态化，从而塑造出艺术形象、创造出艺术意境，形成艺术作品。艺术传达活动是审美地再现现实和表现主观情志的统一，是思维活动和创作实践的统一。传达过程是艺术家反复感受、体验对象，进行反复构思和加工、修改、充实的过程，它和构思阶段一样也需要灵感。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既是递进的，又是交叉往复的。


个性
 （individuality）　语源为拉丁语individuum，意为“不可分的东西”，在英、法语中又释为“独立存在状态”、“个别存在状态”。在美学、艺术中有两种含义。（1）指创作个性、艺术个性。即艺术家创作活动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其内容包括艺术家对世界、艺术的独特的理解，艺术家独特的性格、气质、爱好，对表现对象的不同兴趣、注意点，习惯使用的技巧和表现方式等，这些因素都通过作品体现出来。艺术创造活动的个体性质（除民间集体创作之外）和审美性质，是艺术个性的依据。客观的生活素材在转化为艺术形象时，总要融入艺术家的个人体验，经过艺术家个人的再创造。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总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作为对古典主义的反抗，特别强调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表现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在美学上，德国施莱尔马赫首次把艺术确定为以个性的不同为前提进行的个体性活动。德国新康德派的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强调主体个性创造是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戈兰特（Albert Görland，1869—1952）把美学扩大为基于个性规律性的风格哲学。诺亚克（Hermann Noack，1895—？）又进一步以人格的特殊、独特的个性作为出发点，把关于风格的方法论的基础学命名为“个性学”，与逻辑学、伦理学并列为哲学的第三部门。在现代派艺术中，艺术个性被强调到超乎一切的地位。社会主义艺术也重视艺术个性，认为这是发挥艺术创造力、促进艺术多样化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并把艺术个性与对生活的正确、深入理解联系起来。（2）指艺术形象独具一格的个别性，其中主要指人物形象鲜明、独特的性格特征，也可指作品中出现的独特情绪、意境、事件。艺术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个别、特殊的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情感，艺术只有通过个别的形象才能引起人的审美感受。歌德指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黑格尔在论述艺术的本质时认为，艺术理想的本质在于“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内容的实体性不是抽象表现出来，“而是仍然融会在个性里”（《美学》第一卷第三章A·1）。艺术形象的个性，是艺术家提炼、创造的结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其他形象相比，有明显的、互不雷同的独特性，不同的性情、气质、形状、声音，都是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的体现。二是本身具有完整性，俄国别林斯基指出：既要使一个人物表现许多人物的完整的特殊世界，又要使他是一个完整的、具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在审美中有重要意义：艺术的独创性、感染力，总要通过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艺术的典型性，也是在个性中显示出普遍的意义。失去个性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


特征
 （characteristic）　艺术创作中，对象特殊本质或基本属性在艺术中的显现。特征是一个事物能独立存在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标志，它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层次性，依据与本质的联系的不同程度，有些是较深刻、稳定的主要特征，有些是较表面的、可变动的次要特征。在艺术中，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物性格的特征，即个性特征，它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富有生气，真实可信；二是社会生活的特征，即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特征，它通过艺术概括和形象描绘表现出来。在美学上，对特征的重视，始于18世纪。针对古典主义的类型化、刻板划一，德国学者希尔特提出：“古代艺术的原则不在客观的美和表情的冲淡，而是只在个性方面有意义的和显出特征的东西。”（《古代造型艺术史·序言》）歌德进而说：“这种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论德国建筑》），把显示特征视为艺术美的必要条件，并把特征理解为个性特征，即同类事物的本质在个体上最生动的显现。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全面论证了“特征”，从表现特征的必要性、特征的程度判断和道德判断、特征的艺术价值等几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主张把艺术中“永久的典型”与表现人的“经久而深刻的特征”联系起来。特征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有重要的美学意义。正确而深刻地把握对象的特征，是典型化和使作品生动鲜明的必要条件，也是在欣赏中获得审美愉悦的必要条件。


形象
 （image）　事物具体可感的形态相貌。包括两大类：客观事物的形象和艺术形象。其共同的特点是内容和形式统一并诉诸人的感官。生活中客观事物（包括自然界、人、社会生活）的形象，是艺术表现的对象，艺术创作的来源和艺术形象性的依据。艺术形象，是艺术家根据各种生活形象进行概括、加工，借助一定物质媒介创造出来的，是其审美意识、审美感受的物化形态。“形象”这个概念，从古希腊起就为美学家所使用。苏格拉底曾指出，绘画和雕塑要塑造“美的形象”，亚里士多德用不同媒介、不同表现对象、不同表现方式为艺术分类，涉及了对不同艺术形象性质、特点的探讨。黑格尔美学体系把形象作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概念，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基本特质，即形象鲜明性和感官性。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把形象性作为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标志，认为艺术形象是艺术发挥美学力量的基点。我国古代诗论中提出的“比兴”说，已涉及形象性；汉代孔安国在《尚书注疏》中第一次使用了“形象”这一术语：“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魏晋后，人们对艺术形象的特征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特别强调不能只限于摹写事物的外形，而要得其“神”，表现出“生气”、“气韵”、“精神”、“情”。南朝梁刘勰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文心雕龙·神思》）；唐张彦远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艺术形象的内容，包括表现对象及艺术家对这些对象的认识、感受、感情、评价。艺术形象的形式是上述内容的可感觉的方面，是构成具体艺术形象的诸形式因素的总和，其中又可分为外形式（表现为外观的部分）和内形式（独特的结构方式，整体与部分及部分之间的关系）。艺术形象虽然来源于生活，但与生活形象有质的区别。艺术形象不但具有生活的客观性，而且渗透着艺术家强烈的主观因素，它可以忠实地反映生活形象，也可以夸张、变形。塑造艺术形象中，人物形象居中心地位，情节安排、背景描写、主题揭示，都围绕这个中心。艺术形象有两种主要方式：具象化和抽象化，这两种方式有时结合并用。依据媒介材料和表现手段的不同，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也各不相同，如文学形象用语言为媒介，通过唤起读者的表象和想象来完成，具有间接性质；造型艺术形象用线条、形体、色彩来塑造，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具有直观性；音乐艺术形象用旋律、节奏来塑造，诉诸人的听觉，主要激起人的情感反应。形象是艺术创作表现生活、表达情感的特殊形态，是艺术区别于科学、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其他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形象性是艺术最基本的属性。艺术的对象，艺术思维和艺术创造的过程，艺术产品，都离不开形象。艺术家内心感情的抒发、表达，只有借助形象才能产生审美效果。艺术美来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塑造的水平历来是评判艺术性高低的标志。


社会性
 （socialit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美学，一直有强调艺术社会功利作用的传统。从春秋时《左传》记述的“文物昭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乐记》的“乐者，通伦理者也”、“审乐以知政”，到后来的“文以载道”说，都把艺术的起源、性质、功能与社会伦理、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西方美学从古希腊起，就注意到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模仿说提出艺术的起源与本质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艺术的社会作用也受到重视，柏拉图提出要监督艺术家，不准他们模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以便使青年从小培养起对美的爱好；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了音乐的教育和净化作用。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古典主义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对艺术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用也很重视。18世纪，随着经验论哲学的发展，在美学和艺术创作领域出现对抗古典主义理性化的倾向，对艺术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英国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1756）中提出了“社会性”这一概念，认为美基于积极的快乐，而崇高却基于痛苦的消极的快乐。快乐和痛苦的观念本来归结于自我保存和社会性。19世纪，人种史和人类学的发展，推动了艺术研究向史前领域的深入。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详细研究了原始艺术和艺术史，探讨了艺术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种种联系，包括艺术对社会的作用。认为在原始艺术时，就已“把艺术看做公共事业”，带有社会性特征。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正式提出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等论著中，把每种艺术现象都拿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解释，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社会根源，论证了人的审美趣味总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为“环绕着他的诸条件”所决定，明确提出功利主义艺术观。把对社会性的探讨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认为艺术起源于社会，离不开社会，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对社会性的深入研究，强调艺术以社会生活为源泉，艺术要面向社会，面向人生，并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中寻找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因，反对把艺术看做纯粹生物性的欲望的宣泄或纯粹个人情感的表露；也强调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艺术家的使命感。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能为广大公众所喜爱，从而发挥培养人的高尚情操、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作用。专门研究艺术生产和接受的社会规定性和艺术的社会功能的学科，是艺术社会学。


思想性
 （ideological content）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作品的全部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意义和思想教育力量。艺术是社会意识形式之一，艺术的思想性由艺术本身的客观性质所决定；它以审美方式达到认识、改造世界的目的，反映了艺术家对生活的思考和认识，是艺术家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评价时体现出来的社会观点的表现。艺术的思想性及与此紧密有关的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始终是美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纯艺术”、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宣传者否定艺术的思想教育力量，贬低或者完全否认创作中理性、理智的作用，反对艺术家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性。俄国普列汉诺夫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所作的重要修正与补充，就是指出艺术不仅表达人们的感情，也表达人们的思想。艺术创作是一定世界观指导下的创作活动，艺术作品都具有思想性。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艺术发展中的兴盛和衰落，以及艺术的社会作用，除了艺术形式方面的原因之外，与作品对生活现象在思想上和创作上概括的广度和深度有密切联系。艺术中的思想不同于赤裸裸的教条，也不像科学思想那样以抽象概念的形式出现。它与艺术形象融合无间，化为作品的激情和灵魂，通过整体形象流露出来，为人们所感知。思想一旦脱离形象，不但损害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思想本身也变得苍白无力。马克思、恩格斯极力反对“席勒式”的“单纯的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倾向。思想性在不同的艺术题材和艺术样式中有不同的表现。


人民性
 （affinity to the people）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与人民相联系的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内容上反映人民的生活、命运，表现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呼声，体现人民的思想、审美观点和理想，以及广泛地吸取和利用民间艺术的养料；在形式上易于为人民接受和喜闻乐见。该词最早在人种意义上使用，指民族性质，后为浪漫主义评论家用以指它的民主性质。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把人民性上升为美学范畴。别林斯基最早对此作了阐述，在《文学的幻想》（1834）中指出：人民性在于描绘俄国生活图画的忠实性。他把人民性看成现实主义艺术的根本特征。杜勃罗留波夫明确将人民性与民族精神文化方面的意义区分开来。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一文中指出：如果文学所唤起的兴趣最后将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意义将变得更大，文学要为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服务。列宁对艺术中的人民性原则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应当深深地植根于广大的劳动群众之中。为这些群众所理解喜爱。它应当把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结合起来，唤起群众。人民性不但集中表现在构成人民主体的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中，也表现在历史上其他阶级、阶层的作家、艺术家的许多作品中，剥削阶级在它的上升时期，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趋向，能创造出反映人民愿望的作品。如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时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处于渐趋没落的统治阶级如能持一定的反叛倾向，并与人民相接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人民的情绪、要求，其作品仍可能具有人民性。诸如揭露统治集团的没落腐朽和内部矛盾或罪恶黑暗，同情并且表现人民群众的疾苦，进行公民的道德探索，并为革命运动进行辩护和号召起义，伸张正义、民主和人道，捍卫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主，歌颂、赞美祖国美丽的河山，反映人民优美的感情，吸取人民的语言以及民间艺术的营养而在艺术上有优秀成就，等等。人民性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古典文学有重要意义。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时代文学艺术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与党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面向广大人民，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


党性
 （Party spirit）　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指直率、公开地表达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社会运动的观点，捍卫一定集团、阶级、政党利益。艺术中的党性指创作主体在艺术实践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在作品中反映阶级、集团、政党的利益和愿望。艺术创作中的党性源于艺术内容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在有阶级社会中，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党性。党性不取决于艺术家在组织上、形式上归属于何种党派，而取决于艺术家的立场、信念、对所描绘的生活现象的明确态度和评价。“党性”这一术语，最早由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从广义上提出来。后又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进一步作了论述。认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受党的监督，作家和艺术家应公开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党性并非无产阶级所特有，但只有无产阶级文艺才公开主张党性，无产阶级党性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与人民性是相一致的。但艺术有自己的特点，艺术创作有自己的规律。艺术的党性原则并不要求把文艺事业与无产阶级党的事业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民族性
 （nationalit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各民族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心理素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这些都影响着民族性格的形成。艺术的表现对象是一定民族的生活，创造主体是属于一定民族的艺术家，主要接受对象是一定民族的人群，这是艺术具有民族性的依据。俄国别林斯基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属于一定的民族和一定的时代。不带民族性的人，就不是实在的人，而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此可见，艺术作品的民族性不是创作的功绩，而只是创作的必然属性。从东西方的古代神话，古希腊悲剧和雕塑、建筑，到近代的各种艺术，其优秀作品无不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性作为一个艺术概念，最初由18世纪启蒙主义者提出来。当时，欧洲许多封建国家的贵族模仿法国宫廷习俗和艺术成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高涨激起了发展本民族独特艺术的愿望。德国的莱辛反对做“模仿外国人的奴隶，尤其是盲目崇拜法国人”，主张描写德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习俗；赫尔德认为诗是整个民族活动的产物，每个民族的诗都反映它的风尚、习俗、劳动和生活情况，主张研究艺术的民族特点；歌德则认为：只有一定水平的民族才会产生卓越的民族作家。黑格尔在《美学》中反对按照外国习俗和民族观念去思想和创作，认为一切民族的诗歌向来都有这一特点：它的“外在的历史的方向”本身就已属于该民族，对该民族不是外来的或生疏的东西。仅仅表现外在的（如地方色彩、道德习俗、语言服饰等）特点还不够，还要有“独立的民族精神”。俄国的拉吉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дищев
 ，1749—1802）、冯维辛（Денис
 Иванович
 Фонвизин
 ，1745—1792）也对艺术的民族性作了论述。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更进而把民族性与人民性联系起来，要求艺术表现构成民族的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观点和利益，尤其是体现民族精神。民族性主要包括：（1）民族的生活内容，如自然环境、社会组织、风土人情、历史传统、现实生活。（2）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 民族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必然使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形成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描写对象身上，也体现在艺术家身上。（3）民族形式，即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积累的特有的表现手段和手法，包括语言，造型艺术中的色彩、形体、线条，音乐艺术中的音色、旋律，舞蹈和戏剧艺术中的动作、表情、姿态、体裁、结构方式等。民族性是艺术面向本民族人民大众的必要条件，也是艺术产生世界影响的原因之一。民族性是个历史的范畴，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会随着时代发展和各民族间的交流不断发展、充实。


艺术性
 （artistic qualit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品体现出的艺术特性及达到的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完美程度。“艺术”这一概念，在希腊语中的[image: ]
 ，在英、法语中的art及其语源拉丁语ars，在德语中的kunst，都含有技术之意；在我国古汉语中，“艺”或“艺术”最初也指技艺。艺术品是艺术家通过一定的技术、技巧，借助某种物质媒介创造出的渗透着审美意识的人工制品，艺术性是显示艺术家审美能力、创造水平的一种属性，也是衡量艺术品的一种价值标准。艺术性与艺术同生俱来，随着艺术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充实，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日益完整、全面、深入。在美学史、艺术史上，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艺术性的探讨延绵不断，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成分的分析，我国古代文论、诗论、画论中对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技巧的探讨；各国美学家对艺术特性和艺术魅力的研究等等。“艺术性”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世纪艺术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逐渐形成艺术科学并从一般美学中分离出来之际。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反复使用这一概念，用以表示艺术区别于其他精神形式的基本特性和艺术家的创造本领，并常与“思想性”相对应。如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性在于：以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生动而完整地表现出来；若不如此，也许用十本书都说不完的东西。“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第一篇）艺术性主要包括：（1）形象的生动性和典型性。形象性是艺术的基本特性，把形象创造得具体、鲜明、生动，并且力求能概括丰富的生活内容，耐人寻味，是艺术性的基本要求。（2）感情的真实性和真挚性。艺术形象中熔铸着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和感情，感情真实、真挚，才能使形象真实可信并产生感人的力量。（3）形式的完美性和独创性。形象通过具体的感性形式而存在和被人感知，形式要恰当地表现内容，同时自身也有相对独立的规律。独特的构思、精湛的技巧、独创性的艺术处理，是艺术性的不可忽视的内容。（4）美学的感染性和愉悦性，使人获得美的享受。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艺术性的具体体现各有不同，在语言艺术中，主要指用语言构成形象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如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内心活动揭示的准确性、细致性，诗中的意境创造及韵律与情感表达的和谐；在戏剧艺术中，主要指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发挥表现力，包括剧本、导演构思与布局，演员的表演技巧；在音乐艺术中，主要指旋律、节奏、和声、音色、力度等因素构成的情感表现力与感染力；在造型艺术中，主要指静止的直观形象生动地再现对象的特点和表达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包括线条、构图、色彩、形态的组合运用技巧和运动感、空间感、质感等。艺术性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感染力。高度的艺术性可以使思想性得到充分发挥，让人们在审美享受中引起共鸣。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枯燥乏味，即使“思想性”很强也没有力量。艺术性有其相对独立性，某些思想倾向消极甚至反动的作品，也可能有一定艺术性，这主要表现在形式的精美、技巧的纯熟、媒介手段运用的灵活等方面。不同时代、不同思想的人们，对艺术性的理解也有不同。


哲理性
 （philosophical meaning）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创作中通过形象体现出对自然、历史、人生的整体性把握和根本性认识。其特点有三：一是对形象的依附性。艺术中的哲理，不是以游离于形象的概念或逻辑形态出现，而是蕴含在形象之中，借助于形象体现，它也由此具有美学品格。二是对具体形象的超越性。艺术家的着眼点，不在于对具体的人物、事件、矛盾、现象的描绘及其本身含义的概括，而是由此出发，进而表现对人生的普遍意蕴的整体探索和品察。使哲理性与一般的抒情性、叙事性、思想性区别开来。三是在诉诸人们的直觉、情感的同时，还诉诸人们的悟性，启发人思考，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使审美感受中带有理性的内容，成为饱含着情绪色泽的感悟。历史上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戏剧、绘画、雕塑、音乐、电影等）总包含着较多的哲理。人类早期的作品，如古希腊和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在探询自然界和人类命运的奥秘时，带有浩茫混沌的整体感，其中就孕育着哲理性的最早萌芽。以后随着分工的精细，这种整体性逐渐消退。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在各个学科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重新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既有了必然性也有了可能性，对哲理的追求成为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自觉行动。挪威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瑞典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比利时梅特林克的剧作，法国罗丹的雕塑，在本世纪初开启了哲理艺术的先河。在现代主义的一些文艺流派中，哲理性被强调为艺术的中心，如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小说、电影，表现了后工业社会中的一些敏感的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但往往带有悲观绝望的色彩。哲理性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有两种类型，一是局部体现，二是以整体构架通达哲理追求。寓有哲理性的作品，常常选用带喻义、象征性的形象，耐人寻味，作品中的哲理如包含着对世界、人生的有价值的独特发现，会使作品有较持久的生命力。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曾指出：在艺术里最高的层次是哲理性的艺术。


典型性
 （typicalit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通过个别、特殊的艺术形象体现出生活中某些有普遍意义的特征。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所具有的品格。“典型”一词，源于希腊语typos，原为“模子”、“样板”之意，在英语中既作“典型”，又作“表率”（代表一群人或一类人、事）、“类型”解，在美学中最初用以指艺术形象显示的普遍性、类型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学》第九章）贺拉斯认为典型的普遍性是数量上的总结或统计的平均数。18世纪，法国布瓦洛认为类型是表现普遍人性的东西。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认为，美就是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东西的集合。德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认为，典型性是某种统计数字的平均数。我国古代文论中也有取类之说，如刘勰认为：“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文心雕龙·比兴》）即要求通过“小”事体现这类事物的普遍特征。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人的自身价值得到重视，典型性逐渐由类型说转向典型性格说，强调个性特征。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特别强调典型性不是抽象的本质，而要体现在有生气的活人身上。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联系起来，为典型性充实进新的内容。典型性是作家、艺术家正确认识生活和发挥想象力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它既是衡量作品思想内容的标准，又是从审美角度衡量艺术形象水平的艺术标准。主要包括：（1）独创性，包括艺术形象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和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独特的艺术个性。俄国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中指出：创作的新颖性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即在于典型性；它是作家的“徽章”。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2）概括性，能概括有普遍意义的某些特征或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趋向。概括不等于代表多数或常见现象统计的平均数，它可以是在生活中处于少数但体现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或事。（3）完整性，典型性要求艺术形象真实、统一、丰富、有生命的活力，如别林斯基认为，人物一方面必须成为一个特殊世界的人们的代表，同时还须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典型性可以通过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的风格体现为多样的形态。对典型性的正确理解，有助于避免艺术上自然主义的、概念化的或“恶劣的个性化”的倾向，使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思想容量和更强的感染力。


形象性
 （figurativeness）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品用形象的特殊形式把握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时所具有的具体、可感、生动，能唤起人们的感性经验和思想感情的属性。


倾向性
 （inclination）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品中包含的情感和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创作者的立场、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感等在作品中的体现。创作者从观察生活、选择题材到提炼主题、塑造形象，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爱憎和评价。倾向性一般通过艺术的描绘自然地体现出来。


独创性
 （originalit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创造中显示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是艺术家创新意识和艺术个性的鲜明反映。独创性意味着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拥有某些以往从未有过的新的特色，如取材角度新颖、形象塑造独特、艺术构思和结构方式与众不同、主题不同凡响、表现方法别具一格、媒介运用独具匠心等，体现了艺术家对生活和美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以及富有个性的艺术处理方式。独创性是艺术本性的要求。有独创性的作品才能唤起人的审美感受，而与其对立的一般化、雷同化则使人厌倦。独创性带有不可重复（包括不重复自己）的特点，推动艺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篇》）独创性的前提是不蹈袭别人，在借鉴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俄国别林斯基就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中的形象都是新颖的，独创的，每个形象都有各自的生命。英国诗人雪莱也说：“凡是他人独创性的语言风格或诗歌手法，我一概避免模仿，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伊斯兰的起义·序》）独创性来源于艺术家鲜明的创作个性，但必须与表现对象融会契合，而不是离开对象的特点任意发挥。黑格尔指出：“独创性是和真正的客观性统一的，它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从创造者的主体传来的。”（《美学》第一卷第三章C）独创性不同于主观任意性，体现了艺术家对客体对象的深刻理解和审美把握，通过创造性地运用艺术规律，把自己的个性鲜明地体现在艺术表现之中，创作出既使人感到新颖别致，又能够理解接受的作品。


装饰性
 （ornamental qualit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艺术品特别是工艺美术品所具有的对生活起美化、修饰、装点作用的独特的审美特性。它根据匀称、均衡、节奏等形式原理，以造成抽象化、规则化的形式美为特征，强调装饰形式所具有的审美效果。包括：（1）依附在服装、器皿、家具、车辆、书籍等实用物品上的各种花纹、线条、图案、画像等的审美属性；（2）作为艺术作品中的辅助部分如建筑物上的浮雕、戏曲中的脸谱和服装花纹、音乐曲调中的装饰音等的审美属性；（3）人在日常生活中用来点缀生活环境的艺术品如壁画、陈设工艺品等的审美属性。装饰性的主要功能是美化生活，增添生活情趣，它常与实用性联系在一起。装饰性可以表现在具象化的艺术形象中，也可以表现在根据对称、均衡、节奏等形式原理所构成的种种抽象图案中，它在表现形式美的同时与被装饰物调和构成审美统一体。


直观性
 （immediac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审美对象能够使欣赏者从中进行直接观照的特性。是审美对象区别于科学对象的重要标志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性，任何审美对象都可使人们凭借自己的审美感官和心灵进行最具体的感受，并在脑海中展现出具体的审美意象；二是直接性，人们在欣赏美的对象时，无须进行反复持久的逻辑思考即可在精神上、情感上获得难以言传的审美愉悦。美学史上，德国康德和黑格尔对直观性都有过论述。康德认为：“美是不依赖概念而作为一个普遍愉快的对象被表现出来的。”（《判断力批判》上卷第6节）“如果人只依概念来判断对象，那么美的一切表象都消失了”（同上书第8节），已看到审美的直观性的特点。黑格尔则认为美既有理性的内容，又是一种灌注生气的形象，它可以使人从中观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马克思改造和发挥了德国古典美学，提出“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揭开了美的直观性的社会实践意义。直观性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有不同的表现，在绘画、雕塑、影视、戏剧中，人们可以直接感受艺术形象的特征，在文学，特别是在音乐中，人们都要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来感受形象的情景和意蕴。艺术的直观性可以吸引人们的审美注意，激发人们的审美情绪，使人们在欣赏中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积极效果。


感染性
 （appealing quality）　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文艺作品所具有的能够直接打动人、从感情上引起人们爱慕和激动的力量。是文艺作品成功的最高标志之一。孔子说：“诗可以兴。”（《论语·阳货》）元好问说：“诗之极致，可以动天地，感鬼神。”（《陶然集诗序》）古希腊柏拉图把感染性看成是艺术作品所具有“像磁石一样，能够吸引其他铁环”的一种“力量”。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悲剧能使观众“引起哀怜和恐惧”的情绪。艺术作品感染性的产生，以作品艺术上的独到成就为前提。“夫情动于中而无伪，诗其导情而不苟，则其能动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诚之悦也。”（张耒《上文潞公所著诗书》）成功的艺术作品能强烈地震撼人们的情感，使人们激动、振奋，久久不能忘怀，在于它通过生动的感性形象，真挚地、深刻地表达了人的生活、命运和情感，尤其是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把自己的充沛的激情灌注到形象中。离开生动具体的形象，离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艺术的内容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将失去从情感上感染人、打动人的力量。感染性可以表现为不同形式，可以是悲痛愤怒，可以是喜悦兴奋，也可以是轻松快适。感染性使艺术吸引人并产生社会作用。


综合美
 （synthetic beauty）　通过人的听觉、视觉去感受的美。与听觉美、视觉美并列。其特征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流动中，兼有听觉美和视觉美的属性，诉诸人的视听感官引起审美欣赏活动。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尤其集中、鲜明地体现在综合艺术中（如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综合美由各种艺术因素、艺术手段（如文学、音乐、雕塑、表演、绘画、摄影等）的美融为一体而形成，各种因素在综合性整体中根据各自的特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综合美作为多种艺术因素的美的有机融合，体现着较强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能使复杂的事件、冲突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得到充分表现，使人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分的展示，给人带来多方面的审美享受。创造综合美的综合艺术一般兼有叙事和抒情的功能，尤在叙事方面有特殊的优势，一般以演员的表演艺术为主体。综合美程度的提高，往往是综合艺术水平提高的标志。


听觉美
 （aural beauty）　通过人的听觉去感受的美。与视觉美、综合美并列。其特点是存在于时间的流动中，以声音为物质媒介和载体，不具有直观的实体形象。由声音构成的形象为听觉形象（包括自然界的乐音），创造听觉形象的艺术为听觉艺术（如音乐、朗诵、广播剧、曲艺等）。听觉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物质媒介的声音的音质、音色及节奏的美，使人产生和谐悦耳之感；二是通过声音的意义（如语义、对外界声音的模仿）唤起听者的想象和联想，产生内视形象；三是通过声音的有规律的组合，激起听者的情感反应。听觉是人类具有审美能力的两大感官之一，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听觉的审美能力，是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艺术欣赏经验的不断积累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人们创造了有听觉美的听觉艺术，又通过对听觉艺术的欣赏丰富、发展了自身感受听觉美的能力。与视觉美相比，听觉美有较多的抽象性和单纯性，更重视想象力和情感表现力。它的主要功能不是模拟，不是如实的再现，而是概括地表现人们内心复杂细致的情感，并富有感情地间接再现出许多不属声音范畴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内涵。由于不受模拟原则的局限，它能够广泛而自由地运用形式美的结构原则。听觉美是作为一个过程逐步展现并被人感知的，欣赏者只有随着时间流动对作品达到完整的听觉把握，才能体验到其中的情感内容。听觉美具有净化、宣泄、陶冶和激发人的感情的作用。


视觉美
 （visual beauty）　通过人的视觉去感受的美。与听觉美、综合美并列。其特点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以可视性的物质材料为媒介和载体，具有直观的实体形象。包括自然美和创造视觉形象的视觉艺术的美，后者又分为两类：一类是静态的，主要指造型艺术如绘画、版画、雕塑、建筑、摄影、工艺美术的美（参见“造型美”条）；另一类是动态的，主要指表演艺术以及电影、电视中运动的图像的美。视觉是人类具有审美能力的两大感官之一（另一种是听觉），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与听觉相比，视觉感受具有清晰性、具体性和丰富性。视觉美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观的形式美，如比例、对称、平衡、对比、多样统一等，主要是以线、形、色、光、质等因素的组合关系，通过视觉感知唤起美感；二是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以视觉形象包含的情感内容、社会内容打动人、感染人。人不仅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认识和创造美的形式，也造成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审美思维的能力，这种感官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是欣赏视觉美的前提和根据。视觉美的功能既适合于模拟，如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和大自然风貌，也适合于虚拟、抽象，以变形的形象表现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感受，在艺术中视觉美的创造有广阔的天地。


造型美
 （plastic beauty）　❶泛指物质产品及艺术作品的形体结构之美。原为造型艺术的专用术语，是造型艺术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志。造型美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必然要求。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质上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在这一意义上，人的生产劳动也是一种改变对象物质外观的造型活动。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力图使对象符合自己的目的，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包括审美需要）。物质产品的造型美，要求符合整齐、匀称、对比、宾主、变幻、虚实、节奏等形式美的规律，有利或无害于产品实际效用的发挥；艺术作品的造型美，要求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恰当的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造型美应是多样的、新颖的、独创的，乃至奇特的，它适应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使人获得生理的精神的满足。❷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造型艺术的审美属性。“造型艺术”（plastic artart）这一概念由18世纪德国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造型”的德语（bilden）原意是“模写”（abbilden）或“制作似象”（ein Bild machen），造型艺术最初只指绘画、版画、雕塑。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艺术分为三类：语言艺术、造型艺术和感觉游戏，认为建筑、工艺美术（以及后来的摄影艺术）都属于造型艺术。其特点是使用可触的物质材料，在一定的空间（二度或三度空间）塑造视觉可以直接感受的形象。造型美的直观形式以空间为基础，相应的感官以视觉为中心，所依附的形象具有静止性、并列性、同时性和瞬间性。古代造型艺术又称为“空间艺术”、“视觉艺术”。造型美的表现手段也用于其他艺术中，利用通感来增强形象的直观性。如在语言艺术中，用文字、节奏、韵律进行文学造型；在听觉艺术（音乐、曲艺、朗诵、广播剧）中，用音调、音色、力度、节奏、和声等进行声音造型；在电影、电视中，用蒙太奇、镜头运动、镜头分类等进行银幕造型。造型美兼有再现和表现的功能，与艺术形象的鲜明性、独创性直接关联。


节奏美
 （rhythmic beauty）　美的形态之一。指节奏这种周期性的连续不断交替出现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审美属性。节奏的希腊语源于表示运动、计量、均衡的ρυθμδ,据说它又来自表示流动的ρειν。它不仅存在于艺术之中，也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生物的生长和活动之中。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也有节奏。节奏之所以能唤起人的美感，是由于能引起人的生理节奏和心理节奏的有规律的变化，产生和谐的感觉。人类对节奏美的认识很早。我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音乐专著《乐记·乐象篇》中就写道：“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说明了节奏的美化作用。《乐记》的《乐本篇》还对“感于物”之后引起“人心”（即心理活动）的不同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节奏形态作了细致分析。古希腊美学家也较早地论述了节奏美，并把它与和谐联系起来。赫拉克利特说：“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柏拉图认为节奏是“运动的秩序”，感受节奏是人独有的能力，人能通过优美的节奏感到和谐美，而节奏美表现出好性情即完美的心灵：“所以语文的美，乐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都表现好性情。”（《理想国》卷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诗学》第四章）节奏美的特征是对立因素的统一，变化中的和谐，运动中的秩序。艺术中的节奏美，是通过声音、线条、色彩、形体等因素的有规律的运动变化（如高低、快慢、强弱、深浅、长短、大小、起伏等形式的间隔重复与交替），引起欣赏者的生理感受，进而引起心理情感活动，产生愉悦。节奏美在艺术中，是艺术美的一种成分，属于形式美的范畴。它能强化艺术内容的传达，增强艺术形象的鲜明性和有机整体性，同时它本身又有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如音乐中节奏的快慢、强弱，造型艺术中线条的流动和形体、色彩的变化，诗歌中的韵律，电影中的蒙太奇组接，戏剧中情节进展的起伏等，都体现着节奏美。


韵律美
 （rhymed beauty）　又称“格律美”。艺术美的形态之一。诗、词、曲等语言艺术中，声韵、格律构成的和谐声音有规律回环的美。声韵包括声调、平仄、押韵，格律包括格式、节律、对仗。通过音的高低、轻重、长短的组合，匀称的间歇与停顿，一定位置上相同音色的反复出现以及句末同韵同调的音相押，使作品显得谐和、更有节奏感。不同民族的语言不同，韵律美的具体表现也不相同。在其他艺术如音乐、建筑、摄影、图案的一些作品中，有时借用“韵律美”形容声音、线条、色调的有规则变化。韵律美体现着形式美法则，有助于作品的整体性统一，使人产生变化中有和谐的感受。


格律美
 　见“韵律美”。


质感
 （texture）　造型艺术形象在真实表现质地方面引起的审美感受。在绘画、版画、雕塑、摄影等艺术中，通过不同的线条、色彩、明暗及相应的笔触、刀法、用光，可以真实地表现出对象所具有的特殊质地，如皮肤的柔嫩或粗糙、首饰的光泽、玻璃的透明、钢铁的硬重、丝绸的飘逸等等，使人产生逼真之感。质感是作品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罗丹的雕塑《思想者》，裸体男子浑身的肌肉都紧张地加入了思索。质感又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需要艺术家娴熟地掌握本艺术门类的媒介特性和技巧手段才能表现出来。质感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写实的，重视对细部惟妙惟肖的真实表现，一类是写意的，重视整体的质感，如齐白石笔下的虾、蔬菜，又如套色木刻等。


立体感
 （Three-dimensional sense）　平面造型艺术引起的一种近似于现实三度空间中的物体的审美感受。平面造型艺术作品中的空间是造型艺术家根据透视原理，通过构图等造型手段在二度空间中创造出来的。具体地说，是通过透视、色彩、明暗等产生现实空间的假象。在这种平面造型艺术作品中，不仅各造型物之间能使人感到有深度的立体空间关系，而且造型物本身也有一种立体感。艺术中所创造出的立体感以人对现实空间关系感受的心理经验为基础，只有当人对某件平面造型艺术作品空间的感受与对现实空间的关系感受的心理经验达到一定程度的契合，这个造型艺术品才能使人获得立体的、有深度的空间感受。立体感是绘画、摄影艺术通常追求的艺术效果，它能增强作品的逼真感，使人通过想象力的自由活动，身临其境，产生审美愉悦。


节奏感
 （rhythm）　客观事物（包括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和艺术形象中合规律的周期性变化的运动形式引起的审美感受。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认为能感受节奏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人能够通过优美的节奏感到和谐美；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来就有喜爱节奏与和谐的天性，和谐与节奏是艺术所需要的。人的节奏感是人类长时期进化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人对艺术的节奏感建立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上。音乐节拍的强弱、长短、力度大小等交替出现，舞蹈动作的反复变化，建筑物上窗户、柱子的排列，园林别墅中花草的间隔栽培，绘画中垂直线、水平线、斜线、曲线的重复配置，冷暖色、明暗色的反复调和，诗歌韵律的反复出现，戏剧电影中紧张场面与抒情场面的交替安置等等，都会给人以节奏感。人对节奏最敏感的器官是听觉器官，在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中，人对节奏感的要求最为强烈。节奏感虽是一种形式感，但具有移情的审美功能。


形体感
 （sense of shape）　事物形体特别是人的形体所引起的一种审美感受。事物的形体占据三度空间，具有立体感、质感和量感。在造型艺术中，特别在雕塑中，因使用体积语言来塑造可以观看、可以触摸的形体，故最具有形体感。在绘画、建筑等艺术中，通过透视、色彩、光影、比例、组合、体型、质感、韵律以及某些象征手法等，能构成一个丰富复杂如乐曲般的形体体系，体现一种造型的美，显示和烘托出一定的趣味和情调，给人以美感，也给人以形体感。在作为表现艺术的舞蹈中，由于舞蹈是人体动作的艺术，舞蹈家能有意识地把握自己的动作，使其形体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在动中作出姿态，在静中形成造型，从而使欣赏者能从其运动的形体中获得美的感受。


形式感
 （sense of form）　客观事物的外观形式引起人的想象和一定的感情活动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外观形式包括由色、形、声等外形因素所组成的外形式和运用这些因素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以完美地表现内容的结构的内形式。包括色彩感、形体感、节奏感和对结构等形式美的感悟。人类形式感的形成有客体和主体的因素。就客体说，客观事物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丰富的社会内容，人在长期社会劳动实践和审美实践中，按美的规律塑造事物外形，逐步发现的一系列形式美的法则和意蕴。从主体看，形式感也是长期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说：“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这种感官的人化和对象的人化是一切审美活动发生的前提和根据，也是形式感形成的前提和根据。现代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所具有的这种对形式美的感受能力，是人心理活动的产物，是“完形趋向律”在发生作用。“只要主要的条件允许的话，心理的组织作用总是力趋于完善”，主体在心理上所产生的对称、均衡、和谐等感觉，就是一种形式感。形式感在艺术创造和欣赏中都有重要意义。敏锐的形式感是艺术才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使艺术家更自由地把握本艺术品种的特点以从事艺术创造；形式感又是审美感受的一部分，欣赏者可以在形式感中得到美的享受，并进而把握作品的意蕴。形式感的养成对于提高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水平至关重要。


整体感
 （sense of wholeness）　艺术品的完整、统一所引起的浑然一体的审美感受。包括各种因素、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各因素、部分之间的和谐统一。整体感来自艺术的整体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认为，“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体。”古罗马朗吉弩斯也认为美是把“事物的特点”“联合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论崇高》十）。德国谢林进而断言“只有整体才是美的”，“谁如果不把自己提高到整体的观念，他就完全没有能力判断一部艺术作品”（《艺术哲学·导言》）。黑格尔从外在世界是一个首尾贯穿一致的完备的整体出发，进而认为人本身是一个“主观性的整体”，表现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艺术作品也是一个整体，只有作为一个整体，艺术才能供人观照欣赏，引起群众的共鸣，整体感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有重要意义。艺术家在创造中布局、结构、形象塑造都始终离不开整体性，各种因素、各个部分只有通过一定结构机制形成有机整体，艺术形象才会获得生命，才有可能高于现实生活。审美是从整体上把握对象，审美主体只有把握对象整体而不是散乱地把握它的几个质点，才能产生美感。艺术欣赏时，不停留在作品的某个局部、某种因素，而是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形象、整个作品，才有可能理解作品的意蕴、审美价值，获得充分的审美享受。整体感的获得不要求对象的绝对一致，也不是艺术品各部分之间的机械相加，它要求通过多样性和变化性表现，在多样性中获得统一，达到内在的和谐。整体感在不同类型的艺术中有不同的体现。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主要指情节进展的合理性、结构的严谨性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抒情性文学作品中，主要指感情与意象、意境的和谐一致；在造型艺术中，主要指造型主体与其他部分在构图、形态、色彩方面的协调呼应；在时间艺术中，主要指在时间流动中作为一个连续过程展开的形象的内在一致性；在综合艺术中，主要指各艺术成分为统一的目的凝聚在一起。现代美学对艺术的整体感给予高度重视，并作出新的解释。格式塔学派认为人类心理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中所呈现的结构性或整体性，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把握住了现实的整体特征，把整体感理解为一种审美知觉能力。现代系统论从“整体大于和优于部分之和”的思想出发，强调由各因素、部分构成的艺术整体获得了一种新质，对艺术的整体感受与对其中的因素、部分的感受有质的区别，这种整体感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与艺术作品的形象系统、结构系统相对应。


雕塑感
 （sense of sculpture）　雕塑以外的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引起的类似欣赏雕塑的感受。包括质感、量感、立体感、稳定感。在绘画、版画、摄影、电影、电视等艺术中，直观形象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但通过构图、色彩、影调、线条、光线处理，有时可造成强烈的立体效果，犹如在三维空间中呈现。在表演艺术如戏曲、话剧、舞蹈中，通过动中取静、以静显动的身段造型，也能使人获得类似雕塑的感受，如戏曲中的“亮相”。雕塑感扩大了艺术的表现力，使艺术形象更真实、更强烈，能给人以更多的审美享受。根据不同题材、主题、构思的需要而产生的雕塑感才能产生良好效果。雕塑感的获得有赖于艺术家熟练掌握物质媒介特性和造型技巧的能力。


动感
 （dynamic）　亦称“运动感”。静止的艺术形象引起的类似运动的审美感受。艺术形象存在形态的静止性与其表现对象的运动性的矛盾，是产生动感的依据。我国古代美学，长期以来把动与静作为一对美学范畴，重视两者的辩证关系。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一则讲“流动”。五代梁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静止的笔墨要给人以“如飞如动”的动感。法国罗丹把动感与作品的生动性、活力联系起来，他说：“没有生命便没有艺术。”“在我们的艺术中，生命的幻象是由于好的塑造和运动得到的。”（《罗丹艺术论》第四章）他解释雕塑的运动感说：“所谓运动，是从这一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同上）动感在绘画艺术中，表现为动作瞬间的形态、神态的选择；在书法艺术中，表现为用笔之力、运笔之势、笔法的流动、墨法浓淡枯润，尤其是草书和行书中的点、线的断连、回环、曲折；在雕塑艺术中，表现为从这一姿态到另一姿态的转变；在戏曲、舞蹈艺术中，表现为“亮相”、相对静止的身段造型。动感可以使静止的形象体现出动态美，扩大作品的表现力，使艺术形象充满生气。


运动感
 　即“动感”。


空间感
 （sense of space）　艺术形象通过一定手法引起的类似现实空间的审美感受。包括作品直接表现的空间和作品具体形象之外的使人想象到的空间。艺术品作为艺术家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总存在于一定空间之中，艺术形象的有限性与表现对象、现实世界的无限性的矛盾，使空间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具有美学意义。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里空间形式是最抽象的。艺术家把这种抽象形式凝聚在具体作品里，并使人通过联想、想象，产生超乎象外的空间感受。空间感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有不同的特点：在雕塑艺术中，形象在三维立体空间中存在，造型主体一般没有背景（但多有安放环境），艺术家通过特定的瞬间造型和空间深度的追求，使人联想到其活动、生活的环境空间。在绘画、摄影艺术中，形象存在于二维平面中，但通过构图、透视、线条走向、光影和色彩处理，使人感受到空间的整体性、立体性。在园林艺术中，通过借景手法，可以使有限的园林引起无限广阔的空间感受。在戏曲艺术中，通过虚拟性的程式动作，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中使人感受到无限的生活空间。在电影、电视艺术中，一方面通过画面的构图、透视、光影处理，另一方面又通过镜头的运动体现出空间感。在时间艺术（如音乐、广播剧）中，空间不以直观形式存在，但通过和声、对位、音响、话筒处理，使人通过想象产生空间感。听觉艺术的空间感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和魅力。对空间感美学意义认识的深入，推动着艺术家在创作中寻求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风格，如电影、电视艺术中通过不完整构图使人想象画面外的空间等。


艺术发生
 （generation of art）　（1）指艺术起源。主要是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原始文化遗物的分析研究，对现存原始部落的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的考察研究，以及借助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确证、推断、重建早期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过程。参见“艺术起源”。（2）指艺术创造的发生。艺术活动的发生过程因作品与艺术家而异。艺术体验以长期积淀的审美经验为基础，以精神现象的形式储存于艺术家的内心；在以此为材料的基础上，艺术家感知、发现、进而形成创作动机，对材料进行加工、提炼、组合，想象、灵感与情感共同发挥作用，艺术家于是以技巧将艺术体验物化。


艺术起源
 （origin of art）　指人类最初艺术活动和创作动机的发生。众说不一，择要有如下几种。模仿说，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出于人对自然的模仿，人具有模仿的本能；游戏说，18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认为游戏是人在摆脱了物质欲望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之后所从事的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游戏冲动来源于生命力的盈余，人的审美游戏让人追求自由、享受自由；巫术说，20世纪在西方盛行的学说，以弗雷泽和泰勒对原始民族的巫术和宗教活动研究的基础为依据，弗雷泽指出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率形成模仿巫术和交感巫术，其神秘表现手段在今看来都是艺术；心理无意识起源说，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个人无意识的象征表现，是性驱力的升华，是摆脱本我与超我冲突所产生的焦虑的一种手段，荣格将之修正为集体无意识；符号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有实用意义的符号创造活动，德国恩斯特·卡西勒和美国苏珊·朗格认为人就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艺术是语言之外的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列维斯特劳斯也有类似观点；劳动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德国学者卡·毕歇尔的着手研究的人类学材料，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美”的表述，普列汉诺夫“劳动先于艺术”、“功利先于审美”的观点都对此有所表述。


艺术史
 （art history）　为定义、描述、评价、解释和理解艺术品和艺术传统而对视觉艺术所作的历史研究。研究对象一般为视觉艺术，比如绘画、雕塑、建筑等，不对表演艺术及文学艺术进行讨论。主要涉及艺术家生平，艺术品年代的界断、原形和来源，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历史影响。重在以历史学的方法，对人类历史中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艺术现象进行一种客观的评价与理解，并诠释其各自的特色与影响。对艺术史的研究最初起源于西方，其作为体系化的学科门类成形于19世纪，但渊源可溯至古代世界。在发展初期主要关注西方上层社会的主流艺术。20世纪开始，随着现代主义艺术的建立，更广义的艺术史发展起来，包含了更多女性的、地方性的元素，并且纳入了西方之外的社会文化，范围涵及各个文化、各个地域的视觉艺术。艺术史在对有记录的文字的研究之外，还要进行形式分析、语义学、符号学、主题学、心理分析和影像学的研究。


艺术传统
 （art tradition）　指各民族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具有持久传承性的艺术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艺术手法等的总和。其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艺术作品和艺术理论批评著作中。艺术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能保证艺术中的继承性，引导艺术家掌握前人和以前时代的遗产，向艺术家提供他向公众表达思想的语言，同时也给艺术革新以起点。艺术传统表现为体裁上的规范，技巧上的典范，革新即是在其中加入时代特色或个人特色，改造其成分、开发其潜力，使得传统以新的面貌面向现代生活，从而更加丰富了传统。


精英文艺
 （elite art）　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创造的文艺作品。它追求表达最具个性化的情感，传达个体与现实冲突的无法消解的内在体验，注重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思想的深度与精神的高度是精英文艺的重要元素。精英文艺体现某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不是指那些或占垄断地位、或具话语霸权的政治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而是指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族心声和社会历史进步要求的最强音，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18世纪的启蒙思想、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等诉求，它在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卢梭、歌德与鲁迅等大师的作品中得到集中体现。精英文艺具备某种超前性和实验性，但它的超前并不意味着对某种虚幻理想的趋鹜，实验也不等同于盲目实践。精英文艺坚守文学艺术的纯洁性和独立性，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以此更清醒地关照现实。其艺术价值与其内在的思想精神价值往往一致。


大众文艺
 （mass art）　通过印刷、光电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所大量生产、复制，内容形式较为通俗易懂的各种文艺制品的总和。如畅销书、通俗小说。纪实文学、影视艺术、流行歌曲、大众音像、网络文学、曲艺以及由此构成的诸种通俗文艺。是近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商业文化的典范形态。在西方包含多种含义：为大众的文艺；被广大人民喜爱的文艺；出自民间的文艺。在我国，对大众文艺的讨论具有经典意义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在民族危亡、西学东渐的社会整体背景下，先觉的知识分子要推翻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试图把贵族的文学还与平民，胡適的“八事”主张，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等，均主张重建明了通俗的大众文艺。第二次讨论是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大众文艺化运动”及其讨论，在革命文艺家内部几乎延续了十年之久，并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文艺方针，提供了文学理论的背景。第三次讨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大众文艺在90年代的勃兴密切联系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文艺生产环境的松动、生产机制的变化和商品经济时代大众文艺市场的形成，产生了这一艺术类型的供求关系。它系商品经济时代必然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运行发展机制的转型，使统一的、一体化的价值观、人生观、文学艺术的功能观相继解体，精神空间的短暂空白使大众文艺恰逢其时地填补了人们在这一时代的精神需求，它的娱性功能第一次本质地改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艺功能观，使人们有了可以各取所需的选择的可能，艺术趣味首次实现了空前的多样与自由。


通俗文艺
 （popular art）　由大众文艺创作家创作、在民众中广泛传播的一种文艺。旨在表达具有民众共同特征的审美愿望和审美趣味。通俗性作为通俗文艺的重要审美特征，体现于作品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通俗文艺表现为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妇孺皆懂的东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它以为民众提供消遣为主要目的，同时兼具开化民智、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功能。通俗文艺的创作者比较偏爱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素材，擅长谱写表现伦理、爱情、人生悲欢的插曲，巧设悬念，讲究包装，让人物的曲折命运按“情”的轴心转动，故事模式化，人物性格类型化，但观赏性较强。在诉诸读者的目的效果上，通俗文艺指向娱乐性和消费性，往往具有周期性流行现象。现时期通俗文艺的创作目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创作过程基于本身经济利益作商业考虑，同时利用现代传媒的“扩散性规律”，批量复制。通俗文艺的兴衰被认为是时代兴衰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人们有精神享受的需要和可能，通俗文艺就有了繁衍生长的土壤。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无疑为通俗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舞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曾在分析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特征时指出，后现代文化在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以通俗文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壮大。


严肃文艺
 （serious art）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营造的具有积极审美态度和审美功能的高品位的文艺。被部分学者视为等同于高雅文艺。作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其历史社会价值是严肃文艺的最高追求，但其艺术价值具有商业价值和历史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高尔基认为严肃文艺展示的是时代“情绪的历史”，鲁迅认为严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索尔·贝娄在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价值时指出，严肃文艺是写“时代的社论”。严肃文艺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品格的艺术表征，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整体形象和发展趋势。它长期被视为阳春白雪，在艺术品格上超越世俗情趣，在价值取向上超越市场选择。冷峻和超脱往往被认为是它关照历史和人生的一种方式。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受到通俗文艺的强烈冲击。严肃文艺要使高品位的作品更具趣味性、可接受性，把着重点放在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上。


主旋律
 （main tune）　文艺创作上指占社会主流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意形式。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其概念并不十分清晰，但可归纳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范畴。其内涵丰厚，既有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反映新时代、新文化的先进性要求，又融合了体现人类本性、具有全人类公德性质的广泛性要求——人道主义精神。主旋律具有规范性和主导性功能，它的提出是对文艺失范、无序状态的观念上的规范，其实质是将那种直接呈现为某种文化现实的美学理想，迅速反映为当代人生实践及价值实现的审美形式，落实到当代精神文明的持续建构进程中。主旋律具有道德自律性和意识形态化特征。强调文艺创作应承担道德义务，它是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注重在对文艺作品的道德风貌的审美表现中，揭示意识形态特征背后的社会文化整体实践及其对个体生活的具体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感知社会的新方式，最终达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谋求民族文化素质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它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并通过对人的精神塑造和鼓舞，培养人们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归属和认同感，从而维护社会的同一性、稳定性。


艺术功能
 （function of art）　艺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变迁发展和个人的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艺术一经生产，就对人类生活发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艺术功能表现在：艺术家在特定艺术领域的艺术创造过程中，该艺术形态给予艺术家的积极影响；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或创作成果，给予艺术欣赏者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或影响。中西美学都注重艺术的真、善、美统一，侧重点稍有不同。孔子从“仁学”出发理解美和艺术；柏拉图明确主张艺术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把是否符合政治和道德规范看作鉴别艺术好坏的标准；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的著名观点，成为后人对艺术功能的基本要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指出，艺术的功能是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和判断生活，做生活的教科书。艺术功能是多元性的。苏联的列·斯托洛维奇从艺术价值的多种表现出发，指出艺术具有认识、启迪、娱乐、享乐、补偿、净化、劝导、评价、预测等功能。20世纪后半叶21世纪的中国美学界，多谈艺术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艺术的多种功能是有机统一体，审美作用是基础，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都在给人以审美愉悦、审美享受的过程中自然发挥出来。在不同艺术作品中，可能某一功能更为突出，例如音乐和舞蹈特别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和情感影响，而文学、电影和戏剧的认识作用更大些。


艺术认识作用
 （cognitive function of art）　艺术使艺术家在艺术创造和欣赏者在艺术欣赏中获得对客观世界深入了解和把握的功效。即欣赏者可以通过艺术这个具有较强直观生动性的审美中介，感知、反映和把握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艺术作品能让艺术欣赏者感悟、认知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具体生活情景、文化模式、艺术表现风格、心理性格，从而更全面、深刻地认知人生的真谛，认知历史与现实。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式理论时指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模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是真实的，具有认识价值。他把模仿与认识联系起来，指出艺术之所以使人产生快感，就因为人一面在欣赏，一面在求知。艺术的认识作用有多种层次。艺术能给欣赏者提供许多直观的、形象化的知识与信息，提供真实、丰富的生活材料。尽管艺术作品不是知识读本，不以提供知识为目的，但只要能真实地反映生活，艺术就能为欣赏者提供认识材料。欣赏者通过这些认识材料，可以进一步把握事物的本质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艺术表现的对象并非现实世界的表象，而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典型，更能体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亚里士多德曾据此认为艺术比历史更真实。


艺术教育作用
 （educative function of art）　艺术使审美主体通过艺术审美活动获得某种有益的教育和启迪的功效。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表现对人类社会生活、生命存在等方面的见解和价值判断，并把它融入所创作的作品中。欣赏者在欣赏生动的艺术作品时，总会感知到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价值判断、伦理态度等多方面内容。优秀的艺术作品使欣赏者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得到提升。狄德罗认为艺术是有效的移风易俗的手段，鲁迅指出艺术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柏拉图是西方明确地把道德教育效果当做艺术评价标准的第一人，对诗的道德评价是他诗歌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只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才能进入理想国。艺术之所以具有教育作用，主要在于它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描绘中渗透着审美评价，甚至在这种描绘与评价中揭示出人生哲理和历史趋势。艺术的教育作用以其独有的方式和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教育方式相区别。艺术教育具有综合性和渗透性。综合性指艺术教育不是对个性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教育，而是对个性的综合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全面地、和谐地发展的人；渗透性指艺术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渗透在其他各种教育中，揭示它们的审美因素。


艺术审美作用
 （aesthetic function of art）　艺术在艺术形象中揭示生活现象的审美属性并培养人的审美感的功效。艺术作品具备美的特征，是创作者美感体验升华、外化、凝结的结果。当艺术欣赏者在赏析具体作品时，艺术美的魅力便生发而成为刺激、打动欣赏者心灵的作用力，从而充分显现艺术的审美作用。艺术给予欣赏者审美享受、愉悦和情感上的吸引，并使之感情得到寄托，心灵受到陶冶。优秀的艺术作品能让艺术欣赏者获得身心的愉悦和满足，有助于审美主体高尚人格的塑造。艺术的审美作用发生过程，由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欣赏和评判两个环节构成。对审美客体的欣赏，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全部感知、体悟和品味。对审美客体的评判，指审美主体在自身的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统一下，对艺术美构成的完善程度及其美学意蕴予以主观的界定和评析。


艺术娱乐作用
 （entertaining function of art）　艺术使审美主体身心愉悦与休闲的功效。审美主体沉浸于艺术天地，心灵得到某种慰藉，舒心快意之感随之而生。荀子在《乐论》中所说的君子“以琴瑟乐心”，即为艺术的娱乐功能。娱乐功能为任何一种艺术、包括最严肃的艺术所固有。艺术娱乐功能与艺术结构中具有游戏因素有关。在西方美学史上，柏拉图最早触及艺术和游戏之间的联系，而对其进行哲学和理论的思考，则从康德和席勒开始。古希腊的社会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提出了以艺术填充闲暇时间的问题。把艺术、审美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填充闲暇时间，是亚里士多德的审美教育所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提出了音乐的娱乐功能。艺术的娱乐功能使艺术对广大欣赏者更具强烈的吸引力。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及其接受反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同的艺术作品具有不同的娱乐特性，不同的欣赏者在不同心境下对艺术作品的娱乐性的感受程度也有所不同。


艺术主体论
 （theory of artistic subject）　以参与艺术活动的主体为研究对象的艺术理论的一个分支系统。传统的艺术主体一般指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捷克学者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lovsky）提出多功能艺术主体论，认为除了创造者，艺术品的保护人、商人、检察官、出版家、批评家等都可承担主体的功能，此即所谓“主体的移心化”。艺术主体论的产生与西方哲学史上不断发展着的主体概念理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西方哲学早就有关于主体的研究，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主体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主体论”被明确地提出，并成为20世纪哲学研究的一大主题。受哲学影响，有关艺术主体论的思想也在西方艺术理论中发展、深化，并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文艺史上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而逐渐成为艺术理论研究的重心之一。艺术和艺术活动是以人为中心而存在的，艺术主体论研究人的思想、道德、情感、意志等因素对于艺术和艺术活动的主体性作用，其根本性蕴涵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和伸张。艺术主体论研究，对于正确理解和对待“主体的移心化”理论所谓的那些艺术活动相关者在艺术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艺术研究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具有积极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主体论思潮被引进国内，开始了其在我国一波三折的发展历史。“五四”时期，伴随着胡適、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对于主体性的阐释和颂扬，本土化的艺术主体论思想逐渐滋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在中国文艺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在接下来的文艺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文艺观点的片面化理解和宣传，使得刚起步不久的艺术主体论思想逐渐被遮蔽。新时期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性的重新发现，艺术主体论思想再度勃兴并得到广泛播撒，艺术主体论观念被明确提出，并出现“主体论文艺学”。艺术主体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出现多种体系。


艺术真实
 （artistic reality）　对生活真实进行提炼、加工和概括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在客观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和一定历史时期的本质与规律，在主观方面表现了人们真切、真挚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艺术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使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集中、更深刻地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艺术家运用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使艺术真实表现了艺术家真切、真挚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可以使某些看起来不符合生活事实的描写也变得真实可信，让人在艺术真实中体会到某种人生的真实境况。艺术真实的理论，是从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它反过来又成为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艺术家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在艺术作品中表现自己真挚真诚的思想情感，反映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对本质性规律性东西的认识和感悟。艺术创作能否从生活真实达到艺术真实，主要取决于艺术家是否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娴熟的艺术技巧。


艺术意象
 （artistic imagery）　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形式或元素。艺术意象是主体思维及情感活动的结果，是主体内在情思和外在物象的统一。它与具体的生活物象相关，但却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如俄国作家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以及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杨柳”、“红豆”、“鸿雁”等。艺术意象作为主体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的感性显现，其最基本的特征可概括为想象性、情感性、审美性和象征性。从基本范畴看，艺术意象可分为：艺术家的内在心理意象，即艺术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形成的存在于观念中的意象；物态化意象，即氤氲于艺术作品艺术形象中的意象，这是艺术家内在心理意象的物态化结果；接受者的再生意象，即艺术欣赏者在接受艺术作品时所生成的意象，带有强烈的接受者的主体色彩。


艺术价值
 （artistic value）　艺术作品对于满足作品接受主体的精神愉悦需要所具有的审美效用。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审美价值。另外还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它们都统一于审美价值，以审美价值为中心。艺术作品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必须在审美的过程中实现。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艺术生产和艺术品受到经济规律和经济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大。


形象大于思维
 （images are far more than thoughts）　亦称“形象大于思想”。指艺术形象比作家主观所要表达的思想认识更丰富、更深刻、更活跃。是文学创作和欣赏的一个规律。欣赏者在面对艺术形象时，总是能够积极主动地体验和想象，产生自己个性化的新想法。最初由高尔基在其《俄国文学史》一书中论述普希金等作家的创作时提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采用的形象化语言，能够传达出许多抽象概念或逻辑话语难以说清楚的丰富而深邃的意思，更善于表达那些概念语言所无法言说的复杂而细微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达到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由这种形象化语言描写所构成的艺术形象，自然包含着大于特定思想概念的丰富内涵。欣赏者所接受的形象描写比抽象论述更能够激发想象力，生动丰富的形象往往包含着无穷的解读可能，经由欣赏者自己的想象、联想和再创造所把握到的思想意义便有了超越作家本人的主观创作意识的可能。


文艺批评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运用一定的观点，对文艺作品、文艺家、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所作的研究和评价。必须从对文艺作品的直接审美感知出发，进而对作品做出理性概括和审美判断，指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它从文艺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艺实践。文艺批评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的文艺风尚和创作风格。它还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影响欣赏者对文艺的鉴赏和理解，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帮助、促进一定时代审美理想的建立和形成，从而直接影响文艺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文艺批评有一定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将“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作为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文艺批评的具体标准是历史地变化的。历史上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考察文艺作品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社会评价；一是考察文艺作品本身的成败、得失，进行艺术评价。中外的文艺批评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0世纪的西方，文艺批评向理论化、富于学识、充满个性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艺批评模式和流派。20世纪的中国文艺批评，译介、引进、模仿、借鉴和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正面临着建构本土化的现代文艺批评体系的重大课题。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put the political criterion first and the artistic criterion second）　对文艺批评标准的一种界定。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认为对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强调“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两个标准的提出和第一、第二之分，在我国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剧烈的年代，被认为是合理的、科学的，在此后中国数十年的文艺实践、文艺批评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78年以后，中国文艺界、美学界对此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文艺依然要表现阶级意识、政治意识，“政治标准”和“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依然可以成立。有人认为政治并非仅限于阶级斗争，更非任何文艺作品都反映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都表现阶级意识、政治意识，但任何文艺作品都有特定的思想内容，故主张以“思想标准”替代“政治标准”；认为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不可分割，无需作“第一”、“第二”之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界、美学界已不再提“政治标准”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是提“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统一”或提“美学的历史的标准”。


文艺鉴赏
 （literary and art appreciation）　以文艺作品为对象的认识和情感体验。是一种审美活动，以审美享受为根本标志，始终伴随着鉴赏主体丰富的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审美愉悦性、形象再创性和情感共鸣性是其基本特点。文艺鉴赏是鉴赏主体对文艺的综合感知能力的体现。鉴赏能力的养成，首先是要有好的文艺作品，鉴赏主体是鉴赏对象即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其次是鉴赏主体要加强对文艺创作规律的了解，提高艺术修养，丰富自身的文化知识和审美经验，培养良好的审美感觉力。文艺鉴赏是实现文艺作品和审美作用和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文艺创作的动力之一；它还是一种审美再创造过程，是文艺批评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接受美学，将鉴赏作为艺术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内容。


艺术趣味
 （artistic taste）　在以艺术作品为对象的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审美倾向和主观爱好。常表现为对某类艺术或某类艺术中某种艺术样式的特殊偏爱。同人们的审美需要密切相关，不同的审美需要往往导致不同的艺术趣味。由于人的文化素养、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审美经验、价值观念、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审美需要，导致不同的艺术趣味。主观性、随机性和不可强迫性是艺术趣味的一个重要特点。艺术趣味在程度上有广狭、深浅之分，在性质上有健康与消极、高尚与低下之分。艺术趣味具有可塑性的，通过艺术教育的学习熏陶和审美实践的锻炼，可以让人养成良好的艺术趣味。

形式及手法


艺术形式
 （artistic form）　艺术内容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艺术内容的存在方式。其内在结构称为内形式，其外在表现称为外形式，两者相互依存，融合统一。


艺术手法
 （artistic technique）　亦称表现手法。艺术创作中塑造形象、描写生活、表达主题思想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艺术技巧
 （artistic skill）　提炼素材，揭示题材意义，安排作品结构，运用语言、线条、色彩、体积、音响等材料塑造形象、进行艺术传达的手段。亦指完美实现创作目标的实践能力。是艺术作品内容得以有效表现、作品艺术性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受艺术经验、教养、观点、感知生活的方式以及创作实践的锻炼等综合性因素制约。


规则
 （rules）　美学用语。指文艺的客观规律和法则。艺术家创造美，须依照一定的规则。希腊人从形式上来探讨美，重视对称、比例、多样统一等形式上的规则。认为规则具有典范的意思，符合规则即符合美；规则具有灵活性，可以修改；规则可以用数学的比例来表现。雕刻家波里克勒特写有《论规则》一书，对人体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作了详细的探讨。罗马时代的维脱鲁维编著《建筑十书》（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对建筑的规则也作了多方面的探讨。14世纪的阿尔贝蒂以及15世纪的达·芬奇都对艺术的规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对文字的清晰、准确和典雅等方面，都制定了许多规则，并提出了著名的“三整一律”。到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兴起，强调天才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想象，反对规则。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一方面同意浪漫主义的主张，认为天才不受规则的束缚，天才也无规则可以学习；另一方面，又受新古典主义的影响，认为天才也不可以胡来，他的自由创造应当符合客观的规则。此后，有的美学家强调规则，有的美学家反对规则，迄今无一致的看法。


多样统一
 （unity of variety）　亦称“寓变化于整齐”。在丰富变化中构成和谐、有机整体的规律。是美的创造的基本规律之一。事物的对立矛盾、发展变化，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物的内在一致、对立因素的平衡协调又构成了世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多样统一的美学原则是人们在长期的审美实践和美的创造中发现的，是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在人们审美活动、美的创造中的具体表现，符合世界构成的法则和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在《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中提出“和与同异”的观点。西方最早发现多样统一的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它认为音乐把杂多导向统一，把不协调导向协调，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以后经过许多美学家、艺术家的探索，多样统一被公认为形式美基本法则。黑格尔把多样统一视为内在生命在杂多形式中的灌注，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上作了阐述。多样统一是艺术美创造的关键。它要求体现出对象的差异性、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动性，同时在量的范围内体现出差异之中存在的一种质的关系，建立和谐统一的整体。在形式方面，多样统一包括形式美诸因素的统一，形式美具体规律和各种因素及因素与因素间的统一。如平衡、对称、整齐、节奏等因素在艺术创造中若与多样统一发生矛盾，须服从多样统一，具体表现在绘画构图、园林艺术布局、音乐结构、电影镜头的运用等等。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要求选材、结构服从统一的艺术构思。多样统一的美学原则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其最终目的是要造成一种整体美与和谐美。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完整性，巴尔扎克小说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典型性，雨果作品的美丑对照，都是多样统一的范例。


整一律
 （principles of uniformity）　亦称“整齐一律”、“协和律”。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之间相同、相似部分的对等、对称等法则。美学史上，英国荷迦兹提出“整齐、一致或对称”如能表现适宜性，便能取悦于人，肯定了整齐一律的审美特性。中国古代美学中重视艺术形式的对偶、排比、对仗、押韵、重复、照应，奇而不失其正，也肯定了整齐一律的作用。整齐一律具体表现于对等、对称、照应、重复、均衡等因素中，它们构成了对等、对称、照应、反复式的均衡，既表现了事物固有的外在特征，事物之间、形式因素之间的相似性、整一性，又给人以整齐、匀称、稳定，乃至庄重的审美感受。在人体美，动、植、矿物的形体美等自然美中，在街道、建筑、服饰、交通工具、生活用具等社会美中，尤其在艺术的形式美中，都普遍地客观存在着整齐一律的法则。对于整齐一律，美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它在事物形式美中有极其广泛的普遍性，同“多样统一律”构成形式美的两条最基本的规律；有的认为它同矛盾律、主从律、虚实律构成形式美的四个基本的规律；有的则认为形式因素之间的整齐一律是相对的、变化的，在整齐中寄寓着参差、变幻、主从、虚实，并且一般不单独运用，它从属于“多样统一律”这一基本规律。


协和律
 　即“整齐一律”。


参差
 （irregularity）　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之间无定则又有秩序的对比、变化组合关系。表现为物象的大小、高低、肥瘦、隐显；位置的上下、远近、纵横；结构的疏密、张弛、开合；色彩的明暗、冷暖、浓淡；音响的轻重、强弱、清浊、疾徐等。其特点是在各种对立因素的相互交织中有整有乱，乱中见整，奇而又正，形成不齐之齐，无秩序之秩序。其目的是使形象变化多端，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增强美感。


主次
 （primary and secondary）　亦称“主从”、“宾主”、“偏全”。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主体与宾体、整体与局部的相互呼应、协调的组合关系。中国晋顾恺之认为画人以画眼为主，“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其他次之。元汤认为“画有宾主”，不可“宾胜主”。清李渔主张戏曲要“立主脑”，其他从之。主次关系是事物客观存在的关系，事物的主要因素如主色、主线、主调、主要形体具有内在的统领性，制约着次要因素，比较鲜明地显示着事物形式美的特征；次要因素则有内在的趋向性，服从并烘托、反衬主要因素。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整体的、统一的形式美。主与次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协调而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主可变为从，从可变为主，反映了事物形式美的无穷变化。主次相依，宾主有序，才能展现事物美的外在特征，使人获得整体性的美感；主次互变，宾主转化，才使事物的美处于运动状态，使人产生动态的美感。


奇正
 　艺术创作中整齐与变幻相统一的创造、表现方法。奇指反常、怪异、创新、参差、变化；正指正常、正规、正统、整齐、均衡；“奇正”指二者的统一。在现代艺术美学中，奇正有两义：一指反常、标新立异、创新、奇特与保持正统、常规、坚持继承传统的辩证统一，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发扬传统；二指艺术形式美创造中“多样统一”中的一条具体规律，即事物与事物或形式因素与形式因素之间的既有对称、均衡、整齐，又有参差、矛盾、变化构成形式美。奇正在艺术中一般有两种形态：一是形、声、色、语言等形式因素的组合局部整齐，整体变化；一是整体大致整齐，局部千变万化。两者都是正中有奇，奇中见正的和谐的美。在美的创造中，奇正相生、交错、转化，才能使创造的美常变常新，形象新颖独特而不逾矩。


虚实
 　艺术创作中虚与实相统一的创造表现方法。虚指空无、空灵、虚写、虚拟、虚构、藏匿、舍弃、省略、停顿、中断、玄诞等；实指实有、充实、实写、实做、显露、铺陈、翔实、逼真等；虚实指两者的统一。在艺术创作中，实是虚的基础，虚是实的补充、准备和发展。虚实结合，虚实相生，以虚代实，以实带虚，化虚为实，化实为虚，将形象、形式、意境的间接性与直接性、鲜明性与含蓄性统一起来，才能形成真实与空灵，有限与无限相结合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在艺术鉴赏中，只有虚实相生，将对象的指向性与主观的创造性结合起来，从对象实有形象出发，通过联想、想象发掘对象中虚写、虚拟、藏匿的实在意蕴，并进行能动创造，才能创造出虚实结合、超越对象的审美意象。


形神
 （appearance-spirit）　艺术创作中形与神相统一的创造表现方法。形指真实、细腻地描摹对象的外形特征，使之形似、酷肖、逼真，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神指深刻揭示对象的精神、气质、意志、品格和表现创造者的思想、情感；形神指两者的统一。寓神于形，以形传神，形神兼备，形似与神似统一，乃至离形得似，不似之似，不似似之，是艺术创造中的一条重要法则，是对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现象与本质等辩证关系的一种理论概括。形神兼备体现了事物外在特征与内在本质的辩证统一。无论表现无生命之物，有生命之人，或真人真事，都需形神统一，使其神情超乎物象之外，寓神情于物象之中。形神统一的过程是通过典型化塑造典型形象和创造艺术意境的过程，是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形神兼备是塑造艺术典型的基本要求，是衡量作品、形象的思想、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


情志
 　艺术创作中情与志相统一的创造表现方法。情指情感、情趣；志指思想、观念、道理；情志指两者的统一。情志是对审美者理性阶段心理内容的概括。是艺术家和作品，人物的思想、志向、观念、情感、情趣、性格、个性以及作品主题、立意等等的统一体，也是审美者的思想、情感、意志的融合体。它揭示了审美和艺术创造中情与志即情与理的统一性。情与志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生成的，但有时也可能处于矛盾状态，在艺术创造和审美中须将两者统一起来。


变幻
 （change）　亦称“变化”。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之间变化无定形的组合关系。英国荷迦兹在《美的分析》中认为植物、动物的颜色、形状、花纹“有组织的变化”，使人赏心悦目。变幻的主要特点一是“动”，二是“奇”。“动”即奇正互变，整乱交叉，波澜起伏，生生不息，“奇”即打破常规，异峰突起，变形、变色、变声，出人意料之外，同平铺直叙、整齐划一形成鲜明的对照。变幻须围绕一定的中心，遵循一定的法则，展现事物的本质特征，为形式所要表现的内容服务，而不是毫无规律的任意变化，如园林艺术中既有一坦平阳，又有曲径通幽，既有局部变幻、纷乱，又有整体的和谐统一。变幻使人产生运动感、新颖感、奇特感，乃至怪诞感，唤起人们注意和想象、探究、满足人的求新、求奇的审美欲望。


均衡
 （balance）　亦称“匀称”、“平衡”。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之间对等、对称、照应、平衡的组合关系。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身体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意大利阿奎那认为“人体美在于四肢五官端正的匀称”。均衡的具体形态主要有四种：（1）对称均衡。亦称“天平式均衡”。是将两个以上相同、相似的事物加以对偶性的排列。使人产生整齐、端正、庄重的感受。（2）重力均衡。亦称“对比均衡”、“杆称式均衡”。是较轻物体同平衡点（支点）相距较远、较重物体同平衡点（支点）相距较近而达到的平衡，其原理类似力学中的力矩平衡。（3）运动均衡。即事物在运动中所实现的均衡，它往往经历由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过程，从而给人以协调感、运动感。造型艺术往往抓住不均衡状态即将被克服的顷刻加以表现，重力均衡与运动均衡比对等、对称均衡更富变化，在造型艺术中得到广泛运用。（4）照应均衡。即事物形式各部分之间前后、左右、上下、高低、浓淡、轻重、隐显、虚实等相互呼应，协调一致所达到的均衡。形式上的均衡是事物形式固有的特征，它同人的生理、心理律动相协调，使人产生整体感、和谐感。同时人们长期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经验，也可使人从原来并不均衡的事物中产生均衡感。如较大的形体、较暗的光影、冷色调，使人感到“重”，较小的形体、较亮的光影、暖色调，使人感到“轻”。多种均衡体现了不同的形式美规律。一般把对等对称均衡和照应均衡纳入“整齐一律律”或“协和律”，把重力均衡、运动均衡纳入多样统一规律。


平衡
 　即“均衡”。


对等
 （equivalence）　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相同、相等因素对偶性排列组合。一般表现为在中心轴线的两侧，事物与事物，形式因素与形式因素之间，不仅在质量上的相同、相等，而且在距离上亦相对等。如建筑与建筑，建筑物内部的梁、柱、门、窗在大小、高低、远近乃至色彩、装饰上的相同、相等的对偶性排列、布局，人体、衣饰、用具的各相应部分的对等组合等。多表现于静态的事物之中。常给人以稳定、沉静、整齐的审美感受。参见“对称”、“均衡”、“整齐一律”条。


对称
 （symmetry）　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相似、相近因素的排列组合。在美学史上，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人体美“在各部分之间的对称”。法国狄德罗认为对称作为形式美是自然界本身的一种属性，并把对称和自然界本身的“秩序”、“布局”、“协调性”、“比例性”、“统一性”这些范畴联系起来。英国休谟认为对称的美感是涉及内容的，这种美感来源于移情。另一些美学家则重视对称所引起的心理感受，认为对称是理想的原则，它是一种主要的审美因素，表现在现代艺术中一种唯形式美的追求，如未来派阶梯诗和抽象绘画的视觉平衡。对称是艺术家对客体对称性的一种情态化，是心理和物理的同形同构，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中更具心理的色彩。它具有安静、稳定的特性，可以衬托中心；作为一种美，具有形式的自足性（如在建筑、造型艺术和实用装潢中）。


对比
 （contrast）　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正反对立因素的并列组合关系。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中已包含对比的内容。英国荷迦兹在《美的分析》中认为雕刻人像“要使肢体各部分形成对比，有所变化”。中国古代美学、文艺学中探讨艺术形式美时所提出的藏与露、虚与实、奇与正、宾与主、动与静、淡与浓、肥与瘦、轻与重、多与少、远与近、高与低、明与暗、曲与直等都是对比。对比涉及从内容到形式的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动与静、大与小、强与弱、明与暗、刚与柔、黑与白、善与恶、美与丑、悲与喜、庄严与滑稽等。有助于鲜明醒目地表现事物的特点，显示和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在艺术创作中被广泛运用，是创造艺术美的手段之一。对比的形式是多样的，人物形体，色彩，音响都可作对比描绘。绘画艺术中包含有形、线、量、质、方向、空间、明暗、色彩等对比关系。在音乐中，有旋律、节奏、音色、力度等方面的对比。


比例
 （proportion）　形式美法则之一。事物之间合乎一定数理规律的组合关系。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提出。认为身体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英国荷迦兹认为事物合比例才美，比例由“适宜”决定。比例是事物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匀称性、严整性、和谐性；它是事物本身所客观具备的特性，反映了事物种类的特征和质量的规定性，但它又不是对客观存在关系的刻板模仿，而是审美主体的“内在尺度”与对象尺度之间的谐调。人在实践中反复接触某事物形式的比例关系，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比例观念，把握了事物的定比关系，当事物再度以特定的数理关系作用于人的感官、大脑，同原先已确立的比例观念而形成的快适心理经验相契合时，这种形式便被认为是合比例的、合度的、美的。比例既有稳定性和约定俗成的特征，又有变易性和可塑性，是造成优美感的必要条件。比例在艺术中被广泛运用。如空间艺术中的黄金分割律，即是整体与较大部分之比，等于较大部分与较小部分之比。绘画的构图与原物之间，也存在放大或缩小的比例关系。雕塑和建筑物在三度空间和两度空间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长宽高的比例关系、虚与实的比例关系和凹与凸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是决定建筑物美不美的主要因素。


黄金分割
 （golden section）　形式美法则之一。整体各部分之间所符合的一种数学比例关系：较大部分与较小部分之比，等于这两个部分之和与较大部分之比。具体来说，一个长方形，a边大于b边，a∶b=（a+b）∶a，用数字表示，约为1∶1．618，或5∶8。这种比例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一直被认为最能产生赏心悦目的印象，容易引起美感，故被称为“黄金分割律”。最早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该学派的大多数成员为数学家，他们认为，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身体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黄金分割就是按这一美学思想定出的经验性规范之一。其特色是严格的比例性，任何物体、对象、东西、几何图形如各部分的关系符合了这一比例，就被认为能产生最悦目的印象。黄金分割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许多艺术家、理论家的推崇，认为它是“不可违背的规律”。至19世纪，德国美学家蔡津于1854年正式提出“黄金分割律”，形成为完整的理论。黄金分割理论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它试图用数来解释众多的美学现象，并确立一种凝固不变的美学公式，则失之简单和偏颇。


黄金分割律
 　即“黄金分割”。


和谐
 （harmony）　审美对象在多样联系中形成一个有机配合的协调的各部分的比例都恰到好处的整体。该词源于希腊文hakmonia，有联系、匀称之意。和谐不是简单的整齐一律和绝对的平衡对称，而是在差异中见出协调，在不齐中见出整齐，在整体上给人以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艺术作品中的和谐是指其各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以及作品内容与其形式之间统一。如建筑物的合理布局，音乐作品调性，音色、音调的配合，绘画中构图、线条、色彩的协调以及文学作品结构、语言、风格等的统一。和谐的概念在西方最早由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该派从自然科学观点研究音乐，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认为“美在于和谐，和谐在于对立的统一”。亚里士多德也推崇和谐，认为“美就在于体积大小和秩序”。古罗马西塞罗等也都关注过这一问题。德国莱布尼茨把世界比作一只钟，其每一部件都有各自的功用和形式，安排妥帖，具有一种“先定的和谐”。这种赋予和谐以神秘色彩的看法，在西方思想界有长期的影响。黑格尔提出，和谐是一种包含各种差异面的整体。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事物和谐的概念，对立面的和谐是阴阳五行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春秋时期的晏子曾提出“和与同异”的命题。“同”如以水济水，琴瑟之专一，不免单调乏味。“和”则是“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之相济，也即多样对立的统一（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尚书·舜典》中也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说法。中国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强调宫、商、角、徵、羽五音和谐，进而认为音乐可以使天地和、上下和，提倡“乐极和”的美学观。在文学艺术上，《诗经》等书提出中和而不过度的思想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与古代西方论和谐看重物体形式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谈论和谐更注重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精神气蕴。“和谐”概念的审美内涵是发展变化的，现代艺术常常打破古典艺术适合传统审美心理的和谐格局，创造具备新的艺术审美特征的和谐。


节奏
 （rhythm）　原为音乐术语，指音响运动合规律的周期性变化。后引申为泛指审美对象的构成中有关成分交替出现，作合规律的错综变化，能造成类似音乐所引起的和谐流动的审美效果。艺术中的节奏是建立在人的生理、心理基础上的，是艺术作品的重要表现力之一，能够在艺术中表现传达人的心理情感。节奏首先表现于声音的关系因素，各种音高、音调，轻重音，以及复现频率等按“配器法”结构，造成回环复沓、抑扬顿挫的节奏。诗的节奏最为明显，由音节的长短、轻重、音节之间的停顿以及押韵形成。如中国古诗的节奏主要靠“顿”来安排，四言诗每句两顿、五言诗每句三顿、七言诗每句四顿，每隔两句押尾韵；律诗的节奏主要靠平仄格律，不同的音调作合规律的交错，间以押韵，造成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美。词曲的语言不仅要合平仄，而且要论宫商，加之长短句交错，更富音乐性。散文的节奏除部分地体现于声音系列外，还涉及结构布局上开合变化、收纵起伏，以及语调、情绪、气势方面的节律变化。节奏有强调作用，可使文章紧凑，建立不同层次的变化，提示平行对比关系。节奏使用得好，能够使读者更完好地理解作品的意义。在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型艺术中，节奏更多的是一种托喻，主要是指构图造型方面的错落有致、错综交叉以及造成和谐流动的美感。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节奏和韵律是构成一座建筑物的艺术形象的重要因素”，“例如从天安门经过端门到午门，天安门是重点的一节或者一个拍子，然后左右两边的千步廊，各用一排等距离的柱子，有节奏地排列下去，但是每九间或十一间，节奏就要断一下，加一道墙，屋顶的脊也跟着断一下。经过这样几段之后，就出现了东西对峙的右庙门和社稷门，好像引进一个新的主题。这样有节奏有韵律地一直达到端门，然后又重复一遍达到午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在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节奏的本质是“运动”（《问题篇》），并把节奏的概念引进文学、舞蹈等艺术领域。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重新界定了诗歌的节奏单元，把格律学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并把统计方法应用于格律模式和口语节奏的关系中，指出格律模式是静止的、图解式的，“节奏性冲动”是动态的、进行式的，它影响了对文字、句型的选择，也就影响了一首诗的整个意义。现代文学理论和现代语言学对“语言节奏”颇多研究。有人把“周期性”判定为节奏的绝对必要条件，有人把节奏的含义大大扩展，甚至把非重复性的形式也包括在节奏的定义内。在我国，《乐记·乐象篇》较早提出节奏的概念：“文采节奏，声之饰也。”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1899—1946）把节奏归结为内在生命机能律动的表现：“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是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动，所以也就是生命机能的表演。”（《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甲集）


表现手法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艺术创造中反映生活、塑造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具体方法。是在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其不断丰富的过程，与更大程度地激发并引导欣赏者接受艺术表现内容的目的分不开，对所塑艺术形象的审美表现力亦有重要作用。艺术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的为许多艺术门类所共有，如描写、对比、象征、暗示等。各门艺术又各有不同的表现手法，绘画有色彩明暗、线条、块面、透视、比例等手法；雕塑则通过一定的材料有立体感地再现富有特征的人体姿态和动作，充分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性格和社会实质；建筑主要是通过体积比例、规模和比例体系、空间布局、装饰来揭示结构的审美表现力；文学有言语、修辞、叙述、韵等手法；音乐有音调、音色、节奏、旋律、和声、复调、配器等手法；电影有蒙太奇、特写镜头、主观镜头、闪回、画外音、声画对位、光影特技摄影等手法。表现手法是创作主体在艺术表现中不可缺少的，它服从于内容、艺术类别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审美倾向、独创性和总体风格。随着科学技术和艺术本身的发展，随着各门艺术的相互渗透，表现手法愈益丰富，新的手段不断涌现。


理想化
 （idealization）　艺术创作中，以比现实更美好的尺度来描绘生活、塑造形象，表达创作愿望的方法。出自法语 Idealistion，意为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念，美化；在英、法、德语中共同的词根ideal都含有完美的、想象中的意思。理想化的美学思想，在古希腊已有萌芽。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模仿时，提出可以模仿人所想象的样子和事物应有的样子，即为一种理想化的要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施莱尔马赫在探讨艺术本质时，明确地把理想化列入艺术创造过程，认为内心感动和表面形式之间必须有典型的理想化介入，把感动、理想化、形成视为贯穿整个艺术创造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黑格尔把艺术美与理想相提并论，认为艺术美之所以高于现实美，是因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模仿自然，还在个别形象中灌注进理想，但这种理想是绝对理念的体现。俄国别林斯基前期否定理想化，认为“现实的诗”和“理想的诗”是对立的，后期逐渐转向主客观统一，要求描写带理想色彩的多样性的正面形象。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斐尔式的头戴光环、脚穿高底靴那样的理想化人物，希望塑造叱咤风云的、战斗的无产者形象，把理想与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理想化在艺术中有三种类型：（1）作为艺术创作中进行高度概括的手段，塑造体现一定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人物形象，如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的巴维尔和尼洛夫娜，又如我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戏曲小说中的包公等。（2）作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手段，用幻想、想象的形式表现艺术家的美好愿望，如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尾的“化蝶”，《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血溅白练”、“三年不雨”等。（3）与虚假、粉饰性的“美化”相近，不顾生活真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纯用个人主观愿望或某种教条来杜撰人物，如我国戏曲中全面图解封建道德的《伍伦全备记》，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亦属此类。对理想化的正确理解和深入探讨，有助于增强艺术的概括力、感染力。


典型化
 （typification）　艺术家通过丰满、鲜明、独特的人物个性、事件和环境，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人们心理感受的某些本质方面、塑造典型形象的方法。包括个性化与概括化两个方面。个性化是指创造典型时对生活原型的个性特征予以集中和强化；概括化是指从富有特征的生活现象出发，通过艺术提炼，把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提高到足以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规律的水平上。典型化是个性化和概括化的互渗整合、有机统一。其对象包括人物、情节、环境、心态、细节等。其具体方法因体裁的不同、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差异而各不相同。就典型形象的塑造而言，大致可归结为两种途径和方法。（1）在广泛集中、概括大量生活形象的基础上塑造典型，即鲁迅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2）以生活中某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原型为主干，适当地整合其他生活素材以塑造典型形象。典型化程度愈高，艺术形象的典型性也愈强，也更富于典型意义，收到“用最小的面积集中最大的思想”（巴尔扎克语）的艺术效果。


个性化
 （individualization）　艺术家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的方法。是艺术典型化的关键。古代强调类型化，近代强调个性化，它是近代的解放所带来的结果。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各自面貌和存在形态，艺术创造在概括集中的基础上予以强化，赋予艺术形象以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个性化直接关系到人物的真实性、艺术生命力、艺术感染力。它要求艺术家在创作中必须按照个性规律对个人体验进行再创造；揣摹生活中富有特征性的人和事，通过选择、提炼，融化成种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事件和情景，创造出各个有独特性格内容和生活遭遇的特定人物。德国歌德曾指出：“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歌德谈话录1825年6月11日》）恩格斯很重视艺术的个性化，认为忽略鲜明的个别特性的描写，把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就会失去艺术的生命，造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公式化和雷同化。但片面追求形象的独特性，忽视内在意蕴的概括，可能导致“恶劣的个性化”。生动的个性描写必须同深刻的艺术概括相结合，艺术的典型化过程是个性化与概括化相统一的过程。


概括化
 （generalization）　艺术家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集中、缀合、加工、改造，以创造富有普遍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艺术作品的方法。是艺术典型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活中的任何事物、现象和人物，既是个别的、具体的存在，又相互联系，反映一定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成功的艺术作品总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在高度个性化的基础上进行概括，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概括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人类的某些普遍情感。如以人物形象而言，他不仅是一个活生生的个别的人，而且他的行为心理往往显示出他所属的阶级、阶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共同的倾向，乃至共同的人性。概括化要求艺术家能深切感受时代脉搏，深刻理解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现实关系，深入分析和挖掘出蕴藏在普通实际生活中的某些本质和规律，从而对素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提炼，通过艺术概括，把丰富深刻的意蕴寄寓在个别之中，塑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形象，达到以少总多、以形传神的境界，避免陷入自然主义。艺术的概括化涉及艺术作品的一切构成部分和艺术的所有类型。在作品构成方面，它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意象的营造、情节的组织、环境的渲染等都有关。在创造类型方面，叙事、抒情、写实、写意等也都有概括化要求。艺术的概括化不同于概念化，不是在抽象的概念中进行，它始终与艺术的个性化融合在一起。脱离了鲜明的个性特征，概括将成为概念的图解，所创造的人物，也将成为某种“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


抽象化
 （abstraction）　与“具象化”相对。艺术家仅提取某些形式因素（如点、线、面、体和色彩）加以组合来创造形象的方法。该词来源于拉丁语abstractio，有抽取、离开之意。从原始艺术起抽象化就被普遍运用。抽象化有两种途径：一是从物象的模拟即“具象”演化、发展而来，是物象的简化、提炼、改造，如西安半坡出土陶器中的几何图案自模拟鱼形演化而来，美洲印第安人陶器上的几何图案是鳄鱼形象的变形；二是将对生活中形式美的感受直接物化为形象，而不经历从象形开始的演化。艺术实践中，二者时有交叉。古希腊美学家对此已有论述：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球形和圆形就是许多客观实物的抽象化。柏拉图认为“形体美的形式”依存于超越一切的“理念”或“理式”，形式美指的“是直线和圆以及用尺、规和矩来作直线和圆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这些形状的美“按照它们的本质就永远是绝对美的”（《斐力布斯篇》）。把不依附于任何具体物象的形式美因素抽离出来构成特殊的艺术形象，就是抽象化。在艺术中的运用，有三种情况：（1）某些艺术门类、样式，主要以抽象化的方式来创作，如建筑艺术，音乐中的大部分器乐，工艺美术中的几何图案，书法艺术，金石篆刻艺术，抒情舞蹈等。（2）在现代派尤其是抽象主义艺术中，把抽象化当作主要的美学原则，赋予抽象以象征意义，将象征的对象规定为“我”的内在的痛苦心理或精神。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认为，不应模仿自然，而必须吸取自然的元素以创造出新的元素来。他批评印象派没有进入“想象的神秘领域”，追求用简单的色彩及光和影“奏出画面的音乐”。抽象主义画派创始人康定斯基也把绘画比作音乐，主张以心灵的“无物象”的颤动构成绘画中“无物象”的表现形式，使“抽象”比“有物象”更广阔、更自由，他总结的抽象派纲领是：真实应从不真实里，从抽象里说出来。（3）作为一种抽象因素与具象结合。如中国画中独特的点与线的形式结构即“笔墨”，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在具体作品中又以物象的轮廓为支架形成特殊的风格。抽象化可以创造出*抽象美，产生使人联想、体味的效果；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抽象化的适当运用也可以增强艺术表现力。把抽象化理解为抽象概念的图解或抽象思想的直接表露，是违背艺术规律的。


具象化
 （visualization）　与“抽象化”相对。艺术家把他所要表现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以具体可感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方法。它是艺术思维的重要特征和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历代艺术家、美学家共同强调的一条美学原则。艺术创作的感受，来自丰富多彩的生活形象；艺术思维的过程，离不开形象；对生活的感受，也需外化为具体的形象才能完成自我建构，为欣赏者所感知。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强调艺术家的感受、性情要具体化为某种艺术的“形”来表现。刘勰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文心雕龙·神思》），东晋慧远说：“神道无方，触象而寄”（《万佛影铭序》），西晋郭璞说：“游魂灵怪，触像而构”（《山海经序》），明末清初王夫之说：“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尚书引义·毕命》），都强调了精神、情感的建构，要通过有一定具体形式的物象来寄寓、体现。在西方，古希腊美学家提出的模仿说，已包含着具象化的要求；黑格尔作了更全面的论述，认为具象化应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及两者的统一中：“一种真实的也就是具体的内容既然应该有符合它的一种感性形式和形象，这种感性形式就必须同时是个别的，本身完全具体的，单一完整的。”“艺术的任务在于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以供直接观照，而不是用思想和纯粹心灵性的形式来表现。”（《美学》全书序论四）意大利克罗齐也认为：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德国卡西勒对克罗齐的观点作补充时强调，让直觉在一种特殊物质中具体化。具象化反对艺术创作中的“唯情论”和“唯理论”，反对把艺术变成某种抽象观念的赤裸裸表现或图解，要求创造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的有美学价值的形象。其运用范围很广，可以表现在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塑造的形象之中，也可以表现在对生活极度变形、夸张的形象之中；可以表现生活中实有的对象，也可以表现纯属想象的对象；可以表现具体的对象，也可以把抽象的内心情感予以具象的表现。


形象化
 （visualization）　艺术家用形象来把握现实和表现思想情感的方法。它是文艺与运用概念、论证、推理等方法的科学区别开来的特性之一。


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　亦称“间离效果”。艺术家拉开对象与审美者之间的距离，使欣赏者感到陌生的方法。德国布莱希特在《戏剧小工具》中提出。认为戏剧观众、演员应与剧中人、角色保持一定距离，使观众、演员清醒地意识到是在演戏、看戏，从而以理性判断力领悟剧中的寓意。苏联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进一步认为艺术创作要通过变形，将本来熟悉的对象陌生化，使欣赏者感到新颖别致，增加感觉的难度和延长审美感受的时间长度，以增强审美效果。


间离效果
 （estrangement effect；Verfremdung）　一译“陌生化”。


大众化
 （popularization）　亦称“群众化”。指艺术家以大众熟悉、喜爱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方法。其作品一般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便于群众接受、掌握和流传。


民族化
 （nationalization）　艺术家以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内容和形式，表现本民族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方法。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之一。


公式化
 （formularization）　文艺创作上按固定格式组织情节，安排结构，表现人物的倾向。其结果是雷同化、类型化、概念化。


类型化
 （stereotypy）　文艺创作上趋向共同性的类型而忽视个性化和独创性的倾向。往往导致作品在题材、人物、情节、结构上的雷同。


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文艺创作上以抽象概念代替生动形象塑造的倾向。忽视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作品不能深刻真实地反映各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缺乏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


构思
 （conceive）　艺术创作中对未来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总体构想的过程。是创作初始阶段中审美认识过程和艺术制作过程的统一，是创作的中心环节和艺术上成败得失的关键。构思时，艺术家对已有的生活素材、审美体验进行整理、选择、提炼和再体验，从而达到对艺术表现对象更深刻、更确定的审美把握，并将这审美把握融入具体的艺术形象的雏形之中，形成作品的基本轮廓。构思的基本内容大体上包括题材的选择处理，主题的提炼开掘，形象的组织塑造和结构的安排布局，修改，以及障碍的克服和灵感的爆迸。构思的美学意义在于，把客体的物质结构和主体的情感结构转化为形象结构，并使形象结构逐步达到最佳状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构思制约、驾驭着艺术知觉和形象思维。构思受艺术家情志和创作个性以及艺术种类、体裁特点的制约。想象和情感在构思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形象的想象是构思的主要思维形式，情感则是构思活动的基本内驱力。构思与艺术传达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在艺术传达中，最初的构思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这种情况是创作过程中预见性与随机性、自觉性与非自觉性矛盾的表现。古希腊柏拉图的迷狂说将艺术构思和传达描述成一种全然非自觉性的过程。英国科林伍德也认为艺术作品“并不是按照任何预想的计划而制作的”（《艺术原理》第七章第二节）。德国黑格尔却认为艺术家“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美学》第一卷第三章C）。美国门罗则将艺术家分为“从冷静的和深思熟虑的计划出发”与“从无意识的和自发的幻想出发”两种类型。


立意
 （conception）　艺术创作中确立形象、意境和主题的过程。与立本、立志、立言、立象等联系。唐代王维提出“意在笔先”。宋代苏轼提出“寓意于物”，通过形象表现主观的“意”。梅圣俞提出艺术作品要“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有言外之意。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以意为主”，主张艺术主要表现主观情志。立意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主要表现于创作的构思阶段。在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形成审美意象和创作冲动的基础上展开，包括对生活的再认识、再评价，对素材的选择、提炼，对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再加工，对艺术结构、表现手段、手法的反复构思，对主体情志的酝酿、孕育以及对主题的深入开掘等，并在创作表达阶段进一步修改、充实。立意是艺术创作的中心环节，体现了艺术创作中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的统一，知、意、情的统一。立意的新颖性、深广性决定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感染力量。


想象
 （imagination）　艺术创作中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在恢复以前感觉和知觉痕迹（表象）的基础上，通过这些痕迹之间的新联系的接通形成新的形象的心理过程。艺术想象的过程即形象思维的过程，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引起艺术家丰富多样的审美感受，当艺术家被某种创作契机所鼓动，这些渗透了审美情感的表象便在艺术家脑中一一呈现并自由地运动起来，经过艺术家的重新排列变位，赋予它们以新的组合形式，或者将它们重新拆散、剪接、夸张、变形，变幻出生活中不但没有而且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形式，构成一个奇异而又真实的艺术世界。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美学》第一卷第三章C），高尔基认为想象是创造形象的文学技巧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艺术想象不同于科学想象，后者需要验证，前者只需造成幻觉的真实而不必验证；后者是科学思维的前奏，前者贯穿艺术思维全过程，且伴随着情感活动；后者的目的是找出一条规律，制订出一个公式，或绘制图纸，制造实用产品，前者归结为塑造艺术形象，创造审美客体。在我国，屈原最早使用“想象”一词：“思旧故以想象兮。”（《远游》）魏晋南北朝的文论对艺术想象颇多描述和关注。陆机指出艺术想象超越时空的特点：“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刘勰用“神与物游”点明主客体在艺术想象中的交汇契合，并指出情感与想象为伴生物：“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把艺术想象归结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文心雕龙·神思篇》）。在西方美学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探讨了想象的问题，认为想象和判断是不同的思想方式，对探讨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有重大意义。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更加突出天才、激情和想象，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罗马时期的希腊作家斐罗斯屈拉特在《狄阿那的阿波洛尼阿斯的生平》中，指出文艺在模仿之外，还有想象，这是“用心来创造形象”，“它比模仿是更为巧妙的一位艺术家”，认为艺术离不开想象。德国黑格尔指出“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具有心灵性的内容（意蕴），但是却把这种内容放在感性形式里”（《美学》全书序论三），强调艺术想象与形象的结合。马克思指出，人类“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这些论述为科学地解决想象问题提供了理论的指南。参见“审美想象”、“想象力”。


幻想
 （fancy）　艺术创作中依据主观愿望表达的对未来生活或非现实事物的向往和希望。根据主体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幻想可以分为激励人改造现实的积极的健康的幻想和诱使人脱离现实的消极的病态的幻想。积极的幻想是植根于现实而与生活实践联系着的，它能使人展望和预见未来，从而把人引领到闪烁着理想之光的瑰丽境界中去。我国的古典小说《西游记》就是艺术家借助于大胆的幻想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反映着人们征服自然、战胜邪恶的强烈愿望；消极的幻想则常常表现为无益的、毫无根据的空想，它诱使人消极遁世，丧失人生斗志。在审美领域中，积极的幻想具有永久的魅力，表现着人类心灵的美好追求，从远古人类的神话传说到当代艺术家们的大胆创新，都难以离开幻想的哺育。英国爱笛生曾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奔放的幻想”和他所塑造的种种“幻想人物”，并认为诗能够通过许多种方法专心从事于幻想的表达。它不仅以整个自然界为领土，并自造了一些新的世界。在近代美学中，幻想的作用也受到重视。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在一种幻想的生活中去放纵他的情欲，借助于他的创造才能，通过幻想铸造一个新的现实，从而使人的本能冲动得到精神升华或宣泄。


灵感
 （inspiration）　原义指传达神谕的巫师所具有的一种神赐的灵气。艺术创作上指一种特殊的创作心境。处于该心境中的艺术家突然豁然开朗，创造力陡增，构思畅达，文如泉涌。灵感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指诗人、艺术家创作时吸入神的灵气使作品具有超凡的魅力。最早提出灵感说的是德谟克利特，他认为“荷马，赋有一种神圣的天才，曾作成了惊人的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诗”（《著作残篇》，见《古希腊罗马哲学》），“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作成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著作残篇》，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后柏拉图指出了灵感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但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伊安篇》）18世纪，康德把灵感归结为特殊的超人的天赋才能。黑格尔认为灵感是“活跃地进行构造形象的情况本身”。叔本华、尼采把灵感看作无意识。灵感具有突发性、直觉性和创新性等特点。灵感的突发性即来无影，去无踪，事先无法预料，来后无法控制。西晋陆机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文赋》）清沈宗骞也说：“其不可遏也，如弩箭之离弦；其不可测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知其所自起；后乎此者杳不知其所由终。不前不后，恰值其时，兴与机会，则可遇而不可求之杰作成焉”（《芥舟学画编·取势》）。灵感的直觉性即不借有意的思考，仅凭直觉或潜意识，在迷狂、幻觉、梦境中忽然顿悟，使创作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故灵感总是被描述为一种洞察力的直接揭示。灵感的创新性即灵感状态完成的艺术表现，往往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佳构佳作，不仅欣赏者为之惊叹，连艺术家本人也会感奋不已。灵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在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杰出作品中最精彩感人的部分，常常是艺术家灵感勃发时的产物。由于其心理机制尚未得到科学的验证，常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目前对灵感这一现象可作出的解释是：（1）根据大脑神经活动的机理来推测，灵感可能是阈下意识中神经细胞某种联系突然导通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人的大脑大约分布着100亿甚至1000亿个神经细胞，它们具有强烈的自发活动能力，可以自发地进行各种组合，灵感也许是这样一种最优化的组合。（2）灵感是创作主体与对象客体猝然遇合，在一瞬间造成主体心灵可以不自觉地顺应客观轨道作自由翱翔，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和能量。（3）表象材料经过艺术家知觉、感受、储存、孕育，达到欲吐难遏之时，偶然受到外来刺激，刺激物或者恰好补充了艺术构思中所缺少的某一环节，或者作为媒剂激活了新的想象和联想，打破原有素材的联系方式，造成新的联系方式，从而产生崭新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形象。灵感的获得需要丰富的生活和感情积累、紧张的精神劳动和不倦的艺术追求，以及敏感的心灵。


激情
 （passion）　源自希腊语penthos（热情、感情），艺术创作上指艺术家不寻常的、饱满激荡的感情，亦指主体在特定对象强刺激下，突发形成的强烈而较短暂的审美情绪状态，如暴怒、恐惧、狂喜、绝望等等。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诗人“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伊安篇》）。罗马朗吉弩斯认为“强烈而激动的情感”是崇高的根据之一，作家凭着激情以及想象和形象，追求雄奇不凡、遒劲威武的境界，表现人在宇宙中所处地位的尊严。英国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审美对象的重大社会、政治、伦理内容或奇特、怪诞的形式对人的突如其来的强刺激是激情的直接诱发因素，主体对这种内容的深刻理解而形成的鲜明自我意识，强烈的感受、体验、态度，或对这种形式的困惑、惊愕，是引起激情的心理基础。有时主体虽未直接面对强刺激物，但因某种对象的激发，引起对以往强刺激物的回忆、联想、想象，唤起以往曾发生过并蕴积于心的强烈情绪，也可引起激情。由于审美对象的性质与主体愿望、需要的关系极为密切，并渗透进深刻的理解，或由于主体对对象突然性的强刺激缺乏准备，大脑皮层在强刺激下迅速形成高度集中的兴奋灶，动力定型发生剧变，使激情比心境、热情表现得更为猛烈，更有突发性，人在心律、呼吸、内分泌运动等方面也出现加速或剧变，并在表情、动作、语言上产生显著的表征。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但也可能使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不能正确评价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在艺术创作中，激情作为人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状态，能激发起主体的创造性思维，产生非表达出不可的强烈欲望，同时使感情深渗于创造过程及创造对象之中，表现出个体独特的个性特征（包括心理感受、审美观念、行为规范等）。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高峰经验和灵感的产生都与激情的冲击有直接关系。激情是艺术创造的巨大动力。


布局
 （composition）　亦称“谋篇”、“章法”。艺术创作中艺术作品的各种成分和部分的分布配置、组织安排。该词来源于拉丁语compositio，有结构、编写、结合、建筑等义。最初在建筑中使用，指各部分在总体中的规划配置，后推广到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电影、书法、篆刻等艺术门类中。其特点是带有整体性、全局性，在创作初始的构思阶段，就须考虑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及部分内部相互间的关系。法国狄德罗认为戏剧创作活动的开端应该是布局，“无论你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写，请你先行布局”（《论戏剧艺术》八），“绝对不在布局尚未确定以前就把任何一个枝节的想法落笔”（《论戏剧艺术》七）。我国清代李渔也有相同看法，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提出“独先结构”，指的就是布局处于创作之先，他以建筑为例，指出必先俟“成局了然”，方可“挥斤运斧”，否则，势必“未成先毁”，并对布局的作用、意义及在创作中的地位作了鞭辟入里的说明。布局的基本要求是一切围绕作品的立意，使各部分组成和谐、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通过布局，作品才有可能以完整的形象反映现实和表达一定思想感情。布局的松散和混乱会严重破坏作品的审美价值。在不同门类、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布局以不同形式体现：在绘画中，主要指构图；在篆刻中，主要指章法；在小说、戏剧中，主要指情节的安排；在抒情作品中，主要指思绪和感情的起伏的铺陈；在散文中主要指层次安排。布局的方法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系，如西方古典绘画、建筑的布局以稳定、对称为原则，而现代绘画和建筑则在布局上打破对称，强调力度。布局是创造艺术美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要求创作者熟练地掌握多种布局的技巧并在实际创作活动中有独创性，使作品清晰、严谨、疏密有致、引人入胜。好的布局除为内容服务，使内容表现得更生动外，本身就具有形式美的价值，能增强作品的审美意蕴和感染力。


结构
 （structure）　艺术创作中艺术作品的内部构造和总体的组织安排。一般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一是指已完成的艺术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亦称静态结构；一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使用形式技巧去构筑这种内部组织构架，亦称动态结构。结构是艺术家传达和表现其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它赋予作品明晰的思路或特定的格局，控制和调节作品的节奏和韵律感，体现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创造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结构概念最初源于建筑用语，主要指建筑物的位置经营和布局安排，以后则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艺术部类。每种艺术作品都有一定的结构。如绘画中画面的长宽比例，构图的方向、高度、距离的选择以及画面的安定与不安定、对称与均衡、和谐与变化、明与暗、动与静、虚与实、疏与密的安排；音乐作品中一些比较固定的结构程式以及调式的选择、和弦的配置；文学作品中的剪裁与布局等等，都是常见的结构方式和结构技巧。艺术作品的结构要有利于作品内容的传达和表现，同时，结构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又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的结构应该体现统一、和谐、多样化的原则，既要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形式完整，又要能够根据主题和题材的需要加以变通，追求新颖独特的艺术效果，以体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充分显示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不同的艺术样式和不同的作品体裁，对作品结构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戏剧和电影，由于表现媒介的不同，其结构样式往往也不同，戏剧要求在相对集中的舞台时空中展开剧情，电影则可以利用蒙太奇转换较为随意地以各种视像来结构段落和刻画人物。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背景对艺术作品的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欧洲国家的建筑格局讲究浑然一体的总体感，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却以它的纤巧玲珑、幽雅情趣取胜，这同民族的欣赏习惯有关。艺术作品结构方式的演变常常还是显示艺术发展流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从《水浒传》式的依靠人物与人物相互衔接展开情节的链式结构，发展到《红楼梦》里以中心事件带动人物的网状结构，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成熟达到顶峰。当代小说、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结构样式的多样化追求，充分显示了艺术在摆脱模式化格局后的兴旺繁荣。


情节
 （plot）　艺术创作中一系列经过组织的事件的发展过程。它从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产生，又反转来展示人物性格，表现社会关系和某种意旨。其审美价值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容方面，即事件所概括的社会的、审美的内涵。情节来自生活，其真实性、典型性和蕴含的对生活的审美判断、流露的审美情趣，是衡量其审美价值的主要因素；二是形式方面，即人物关系的设计，事件进展的安排。情节是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素材进行加工、改造和艺术虚构的结果，情节的生动性是构成作品形式美和娱乐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学史、文艺史上，对情节的意义和作用最早作出论述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认为悲剧（泛指戏剧）有六个成分，“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黑格尔在《美学》中论述艺术美时，从差异面对立、斗争的发展来阐释情节，说“一般的世界情况，这是个别动作（情节）及其性质的前提”（《美学》第一卷第三章B）；特殊的情境及冲突，是情节的推动力。“主体性格对情境的掌握以及它所发出的反应动作，通过这种掌握和反应动作，才达到差异对立面的斗争与消除（矛盾的解决）——这就是真正的动作或情节”（同上）。由此引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同上）的结论。苏联高尔基认为，情节是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强调了情节以人物塑造为中心。我国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总结、探讨了情节设计、安排的一些基本要求，强调了情节的生动性、新颖性。情节一旦成为僵化的模式、陈套，便会失去审美价值。一般情况下，情节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部分，有的还可以有序曲和尾声。在具体作品中，情节的展开并不一定按照生活的顺序，可视作品的具体情况作适当的穿插和颠倒。情节对于展示人物性格、深化作品的主题和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引人入胜的情节往往出乎意料而又合乎情理。在西方现代派文艺中，出现了某种“情节淡化”的趋势，创作不再遵循情节线索，而是按照时空交叉，以人物思维、情绪的波动轨迹来组织作品，在某些意识流作品中，这一迹象表现得尤为明显。


冲突
 （conflict）　艺术创作中对立的人物、感情、愿望、利益之间矛盾的激化。该词来源于拉丁语conflictus，有分歧、争论之意。艺术中的冲突，是客观现实中矛盾斗争的集中表现，又是反映生活矛盾的一种手段。在艺术史上，从古希腊悲剧开始，已经有大量作品表现了各种不同的冲突，如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的冲突等。黑格尔在《美学》中首次提出了“冲突”这个概念，他认为艺术形象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普遍的世界情况”，其次是“情境”（即个别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分裂和由分裂来的定性终于形成了情境的本质，因而使情境见出一种冲突，冲突又导致反应动作”（《美学》第一卷第三章B）。人的生命本身充满冲突，人物性格只有在冲突中才能显现力量。黑格尔的冲突说，是对美学尤其是戏剧美学的一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美学改造了黑格尔的冲突说。恩格斯在阐述悲剧时认为，悲剧性来源于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之间的冲突，来源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的冲突。冲突特别适合于表现矛盾发生、发展、解决过程的叙事性艺术门类，尤其是戏剧。法国布伦塔尔（Ferdinand Brunetiere，1849—1906）提出以冲突，尤其是人物意志的冲突来解释戏剧性的本质，对后世影响很大。冲突在艺术中可表现为性格冲突、意志冲突、内心冲突、命运冲突等。冲突是情节构成的基础和情节发展的动因，是刻画人物性格、揭示生活本质的手段。现代派作品往往表现一种抽象的冲突以体现某种感受、观念。


虚构
 （fiction）　艺术创作中艺术家通过丰富的想象，对现实生活中的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组合、补充，以创造出完整、统一的艺术品的方法。虚构是相对于实际生活而言的，虚指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限于描写实际发生的事，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都可以改变；构指构思、结构、重新组合。通过虚构，现实美转化为艺术美，作品获得假定性，并渗透进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虚构从一个侧面体现着艺术规律。它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按可然律或必然律进行的虚构，即遵从生活本身的逻辑，对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选择、分解、提炼、重组，从而创造出酷肖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另一类是按主观情感逻辑进行的虚构，即创作者不囿于现实生活可然律或必然律的限制，而根据自己的感受、情绪和理想，进行大胆地变形、夸张，从而创造出生活中不可能实有的艺术形象。前一类虚构普遍运用于侧重再现的作品中，后一类则常见于侧重表现的作品中。两者又常相互交错，综合运用于创作。艺术虚构是变生活真实为艺术真实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使生活原型上升为艺术典型的重要原因。通过虚构不仅能创造出现实主义的典型形象，还能创造出表现艺术家主观心灵和独特审美感受的艺术意境。任何成功的艺术虚构，都是以对生活的深刻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自由的艺术创造活动，体现着历史地形成的人类的审美创造能力。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认为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想象的世界。在不同的艺术品种中，对虚构有不同的要求，如历史剧、历史小说、纪实文学等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作品，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和重要的时间、地点不能任意虚构。


塑造
 （mould）　艺术创作中用各种物质材料创造艺术形象。该词来源于希腊文，意为造型。西塞罗说，雕塑是按照心目中美的形象来“塑造”的，莱辛指出“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马克思也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罗丹认为使艺术获得真实的生命的“是由于塑造的科学”（《罗丹艺术论》第三章）。塑造的概念广泛应用于各种艺术门类。表演艺术以声音的流动和人体的姿态动作为手段塑造艺术形象；造型艺术运用无机界的物质材料在空间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艺术形象；文学用语言作为材料塑造形象；绘画以一定的色彩、线条和块面为手段塑造艺术形象；综合艺术则综合运用各种艺术所使用的材料和手段来塑造形象。塑造要求掌握各门艺术所用材料和手段的特性以及各门艺术的特点。只有把握各门艺术的特点和材料、手段的性质，才能进行艺术塑造。塑造不是对对象的机械模仿，而是体现了主体情感、创造力等的人的本质力量，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


象征
 （symbol）　艺术创造中通过某一具有很大概括性和表现力的特定形象，以表现与之相应或相似的思想观念和感情。该词来源于希腊语动词δφβαλλφθγ，意为“放到一起”，相应的名词为“标志”。象征是用外界存在的某种具体的事物当作标记或符号，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内容。德国黑格尔指出“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同时，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序论）。象征符合艺术审美的具象特征，它使抽象意蕴同具体形象相融汇，赋予形象以超越自身意义的更为丰富的思想内蕴。除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固定象征物外，象征往往具有暗示性，它需要通过联想体验形象所传达的含义，调动读者的多种感官从各个角度去捕捉形象的内涵，因此，作为象征的形象往往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象征分为观念的象征和情绪的象征，前者是用表现出来的对象象征一定抽象观念，如用蓝鸟象征“幸福”等，把个别对象提高到有普遍意义的地位；后者指本来无情无义的对象作为包含一定情绪的场合加以体验，这种象征尤为现代艺术所常用，能有效提高作品情感效果。象征与比喻不同，比喻用一物比有相似点的另一物，而象征是用具体事物来比拟有相似点的思想和情感，前者如用狮子比喻一个英武有力的人，后者用狮子比拟力量，用鸽子象征和平等。在远古时代象征手法最早作为原始人类的一种观念外化而诞生，图腾、文身、身体饰物等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以后这种观念化的意味逐渐地积淀在一定的形式表现里（颜色、图形、器物等等），成为各民族传统观念的固定象征物。在现代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也极为广泛。19世纪后半叶由法国起源的象征主义绘画和象征主义文学运动，都为象征手法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譬喻
 （allegory）　亦称“比喻”。艺术创作中通过特定具体形象把某种观念或对象暗示、表达出来。语源为希腊语allēgoria，含“寓意”之意。原为修辞学术语，是辞格的一种，指用具体形象的事物作比方，描绘另一陌生的事物或抽象的道理，使其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它包含两个因素，（1）意义，即某种观念或对象；（2）表现，即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在修辞学中，前者称“本体”，后者称“喻体”；在文艺作品中，前者寓于后者之中。其特点为外在形象带有符号性质，其意义不在本身，而在作品的内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譬喻就是在看来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相似点。黑格尔从美学的高度，对譬喻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在《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专门用一章来说明“比喻的艺术形式：自觉的象征”。指出，比喻的艺术形式的特点是：“在形象和意义之间发见到某些类似点”，“用似有关联的个别形象去阐明本身原已明晰的意义。”（《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序论）他把这种比喻的艺术形式分为三个阶段：（1）寓言（Fabel）、影射（Parabel）、道德故事（Apologue）之类表现方式，个别具体现象的描绘占主要地位；（2）寓意体作品（Allegoric）以及隐喻（Metaphor）和显喻（Gleichnis），普遍性意义占了统治地位；（3）教科诗（Lehrgedicht）和描写诗（beschreibende Poesie），形象和意义的结合瓦解。艺术创作中譬喻的运用，可以是部分构件的一种特殊表现手法，也可以是整体构思、整部作品的特点。它大量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如寓言、童话、诗、散文、小说，也表现在造型艺术、电影、戏剧、舞蹈中。现代的有些艺术家把譬喻上升为对艺术本质的一种理解，如德国画家克尔希奈（Ernst Ludwig Kirscher，1880—1938）说：“我的画幅是比喻，不是模仿品。形式与色彩不是自身美，而是那些通过心灵的意志创造出来的才是美。”譬喻的美学意义在于由此喻彼、由表喻里，外部形象明确地承担着阐释内在意蕴的任务，为此可以突破生活实态，大胆想象和虚构，自由拼接，不避怪诞，使欣赏者面对具体物象而获得一种广阔感、自由感、认同感，享受到由此及彼的思考、联想的审美乐趣，开拓以少胜多、以形带意的创造功能和欣赏功能。


比喻
 　即“譬喻”。


隐喻
 （metaphor）　亦称“暗喻”、“暗比”，比喻的一种。艺术创作中意义与可供观照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而只提意象一个因素的表达方式。原为修辞学术语，指比喻关系中本体与喻体融为一体，一般用“是”、“成为”、“变为”、“等于”将两者联结（显喻则用“像”、“似”联结）。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修辞学家就对隐喻的特点作了探讨，亚里士多德指出，显喻和隐喻的区别在于显喻用“似”、“如”之类的词而隐喻不用。隐喻的特点是意义不需与意象分清而直接由意象显现出来。我国古代文艺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都大量运用了隐喻表达方式。黑格尔在《美学》中把隐喻作为“象征性艺术”第三阶段中的一种，认为“隐喻的范围和各种形式是无穷的”，它“只托出意象，意象本身的意义却被钩销掉了”（《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第三章B）。隐喻的意义和目的一般在于适应思想和情感玩索差异，异中求同，化二为一的要求。现代艺术重新发现并充分运用了隐喻的美学意义，把它发展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和结构形式。“新批评派”接受了康拉德的意见，把隐喻分为“语言的”和“审美的”两种，前者把本体和喻体融在同一句子结构中，主要属修辞范畴，后者则强调形象的相对完整，作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起着渲染气氛、强化感情表达效果、通过意象展示某种观念的作用。在文学、戏剧中，可以通过自然环境、人物活动的广阔背景、生活场所的描绘，暗示人物的命运、内心活动；在电影中，可以通过两个不同形象的镜头的剪辑组合，表现出一定寓意，爱森斯坦就曾创造出“隐喻蒙太奇”。


暗喻
 　即“隐喻”。


剪裁
 （pruning）　艺术创作中按立意和艺术构思的需要，对材料进行去芜存菁的剪切和裁割。剪裁的过程是选择的过程，也是创作主体介入客体——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重要而具体的环节。创作者对原有素材进行合目的性的取舍，再按其内在逻辑性组建成构架，引出形象、意境。李笠翁《闲情偶寄》提出“立主脑，减头绪”，就是要求围绕主题，突出主体，摆正各部分的关系。艺术种类不同，体裁不同，剪裁的方法也不同。绘画重在取舍、组合，小说重在情节、场面和人物的安排、设置，电影则重在画面的组接。摄影中剪裁是改善画面结构的加工手段。剪裁根据艺术类别和不同体裁的要求，服从于题材的内在逻辑，体现艺术家的构思和审美情趣，才能提高艺术的审美价值，增强感染力。


洗练
 （laconicism）　艺术创作中以简洁、凝练的手法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既指一种表现方式，也指一种艺术风格。该词来源于希腊语lakonismos，为“简短”之意，英、法语中都与“简洁”、“简明”同义。艺术形象有限性与表现对象无限性、丰富性的矛盾，是洗练的美学依据。洗练要求对表现对象有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在塑造艺术形象时按照一定的审美意识进行选择、取舍和提炼，以简洁、准确的手段生动地表现出对象的特点和丰富的内容。在我国，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洗练”，说：“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淄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洗练体现着艺术家的创造能力和艺术水平，是艺术性的一个标志。俄国别林斯基指出：“艺术性在于：以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生动而完整地表现出；若不如此也许用十本书都说不完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艺术性就在于每个字句都不仅要用得恰当，而且它还应该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要尽量少用字，没有简练，就没有艺术性。”洗练在文学中，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准确、精练，以很少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容或深远的意境，如成语、格言、谚语、警句，优秀的诗歌，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在造型艺术中，主要表现为用单纯的构图、简练的线条和色彩表达出对象的特点和作者的立意。洗练可以获得醒目、传神、以一当十的创造效果和欣赏效果。


提炼
 （refining或refinement）　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对生活素材进行综合整理、精心选择和集中加工的过程。原为化学或物理方法，指从化合物或混合物中提取东西，后用于艺术领域。包括题材、主题、情节、语言等的提炼。提炼的美学意义在于把生活中分散的、隐蔽的、不充分的现实美，提炼成集中、鲜明、完美的艺术美。如文学家从生活素材中提炼出艺术题材，画家从眼前的景物中提取出最动人的画面，雕塑家从普通的形体动作中抽象出一瞬间的审美造型等，都是艺术家对生活素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提炼。在提炼中，艺术家融进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审美评价。提炼的能力和技巧，是艺术创造的基本条件之一。它需要艺术家具有敏感的艺术直觉和良好的艺术概括力，对生活、人物、场景等具体物象的细致入微的体验、观察和丰富的生活积累、丰富的想象力、深邃的洞察力。


拟人
 （personification）　艺术创作中把无生命的事物或有生命的动、植物比拟作人，使其具有人的情感，或性格、语言、活动，生动形象地表现创作者的感情。德国黑格尔在讨论古典艺术表现神的拟人化倾向时曾提出，这是人类早年为使人的精神力量和品格得到外在表现从而确证和规范自身的重要手段。拟人手法能丰富审美想象，形式生动活泼，除大量运用于神话、童话外，也广泛运用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及电影、舞蹈、绘画作品中。高尔基认为“拟人法”在艺术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人赋予它所看见的一切事物以自己的人的性质并加以想象。拟人法表明，在艺术中人们是把他生活的周围世界的种种事物当作人内在的情感、理想、自由的表现来看待的，即当作人的自由本质的物化来看待的。


夸张
 （exaggeration）　艺术创作中抓住对象的某一特征，借助丰富的想象，从性质、状态、数量或程度上进行夸大的描写和塑造，强调或突出事物的特征和本质方面。夸张的描写通常不拘泥于事物表面的真实性状，而是通过变形处理，放大特征性的部分，使人一目了然，获得醒目新颖的审美效果。夸张不仅使艺术形象更为鲜明、生动，而且也能使主体的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李白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夸张手法同浪漫、讽刺、幽默的艺术情趣密切相关，它常常成为艺术家审美意识的一种集中流露。绘画中的漫画和讽刺喜剧等文学作品，均系以夸张为基本特征而形成独特风格的艺术品种。中国文论对夸张早有论述。王充在《论衡·艺增》中指出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传语不宜夸张失实，经艺“犹或出溢增过其实”，承认艺术允许夸张，但又指出“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以少为多也”。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进一步阐明了艺术夸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针对汉赋夸饰诡滥的倾向，又提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适度性原则。鲁迅认为艺术夸张必须植根于生活真实和出自于艺术真诚。如说“燕山雪花大如席”，含有诚实在内，如说“广州雪花大如席”，则脱离实际，毫无诚实。


变形
 （transformation）　艺术创造中有意识地改变或扭曲艺术表现对象的性状、形式、色彩、构造，使它们偏离自然形成的或一般认可的通行标准。造成奇特的艺术效果，提高形象的表现力。变形是人类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的产物，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一种表现。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装饰图样，从变形的发展中即可看出艺术创造力的发展。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约后17）所著的《变形记》，采用变形手法贯穿全书。德国黑格尔认为，奥维德的变形手法把精神界事物和自然界事物明确地对立起来，“使一种现存的自然界事物……，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即精神界事物的堕落和所受的惩罚”（《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第三章）。不同的艺术流派、不同的审美情趣，使艺术家采用的变形手法往往很不相同，能够造成的艺术效果也大相径庭。在现代艺术中，变形手法的运用尤为广泛，文学、戏剧、舞蹈、绘画等都大量地使用变形的表现手段，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审美意识的观察视角和审美感觉。卡夫卡的《变形记》使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法国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认为，“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变形往往能造成新奇或震惊的艺术效果，吸引观赏者去追寻作品深层的意蕴。变形由于改变了对象的自然形态，又为艺术的表现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有些文艺形式如图案、工艺美术主要采用变形手法构成，有的如戏曲、舞蹈因采取变形手法而获得艺术表现的较大自由。


即兴
 （impromptu）　艺术创作中不经事先酝酿，非预期的、即时兴会的创作活动。当创作主体在某些客观外界景象、事物、情境的刺激下，情感和意愿受到催发和招引，在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还未来得及加以提炼和规范的情况下，即诉诸笔墨，形诸舞咏。即兴不是创作主体某个指向明确的、具体的艺术追求的逻辑结果，而往往是创作主体整体追求的非逻辑结果；它的产生来源于创作主体丰厚的情感积累、执著的艺术追求和外界的刺激。即兴和灵感关系密切，灵感是即兴的直接动力，即兴是灵感的结果。在创作过程中，灵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创作主体在灵感的启示下，对涌现大脑中的各种表象和蕴藉在心中的各种情感加以咀嚼和提炼，然后进入创作；另一种是创作主体在灵感的冲击下，直接进入创作。即兴在创作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整个作品都是即兴的产物；一种是作品中某部分是即兴的产物。由于即兴是一种短暂而迅猛的创作心态和行动，它往往适宜于小型艺术种类，如抒情诗，绘画和音乐。中国古代甚至还有口占这种即兴体裁，在欧洲音乐发展史中，即兴曲是一种常见的艺术形式。在表演艺术中，也存在着演员的即兴创作。即兴往往给艺术创作带来灵气，有助于创造生气灌注、富有个性的作品。


修辞
 （rhetoric）　艺术创作中使语言精练和意义深化的手法。原为语言学术语，指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而生动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种方法和活动。文艺美学中的修辞是这一概念的延伸，其具体内容与旧有的修辞格有一定的联系，但已大大丰富和发展。美国当代学者泰勒（Richard Taylor）认为，修辞是最有效的文学艺术手法之一，在修辞格出现的诗歌、戏剧或小说中，它们的强度和关系，可以是散见于作品中的一两个修饰性例子，也可以是直接表现主题的作品结构的重点和核心。它们贯穿在整个作品中，赋予作品以形式和思想内容（见《理解文学要素》）。修辞强调存在于形象之间的共通因素或它们的关系，包括它们具有的或一般不具有的性质或特征。对修辞语言的理解需依靠自然的联想或文字与观念的联系。修辞方法有比喻和替换（明喻、暗喻、用典〈allusions〉、换喻、类比、寓言）；直接由替换物表示（举隅〈synecdoche〉，拟人，象征）；由差别和矛盾造成对比（夸张、缩小，反论，语言的、情境的、戏剧的反语）等等。最早从文艺学角度研究修辞的是亚里士多德，著有《修辞学》。现代文艺美学对修辞的研究已大大扩大了修辞的外延和内涵，并开始按文艺样式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美国当代学者布斯（Wayne C. Booth，1912—）著有《小说修辞学》一书。电影、电视、摄影等门类在运用各自的艺术语言时，也采取不同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象征等，使直观形象获得更大的表现力和更强的感染力。


衬托
 （serve for contrasting effect）　艺术创作中在正面刻画被表现对象的同时，以侧面的渲染、描写使作品主体在一定的陪衬比照下更为鲜明和突出，激发读者和观赏者的审美注意。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利用动与静的相互比照，以微弱的一点动态来衬托山林的幽静。中国传统绘画中很重视衬托手法的使用，用水墨或淡彩在物象外廓加以渲染，使物象明显突出。在小说创作中，为了使某一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常以其他人物作为陪衬。雨果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最丰富的源泉。”（《〈克伦威尔〉序言》）鲁本斯的绘画，曾用宫廷小丑的丑陋形象衬托皇家的加冕典礼，造成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审美感觉。


反讽
 （irony）　艺术创作中故意使表述出来的东西与所要表达的意思互相对立，以表面言语层次与内在意义层次的强烈对抗来强化内在意思，达到一种正面讽刺所达不到的审美效果。该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来用以指戏剧中的一种角色，这种角色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装作无知，常说傻话，而后来事实却证明这种傻话都句句中的，犹如箴言。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就时时扮演这一角色。后作为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段，漫溢出戏剧，构成整个文学语言所具有的特殊审美效果，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反讽有很多种类，如苏格拉底反讽（Socratic irony）、戏剧反讽（pramatic irony）、宇宙反讽（cosmic irony）、浪漫反讽（romantic irony，指全诗作夸大性陈述，而在结尾时点破其虚妄，是反讽的一种特殊类型）等。大致可分为两类：由情景而生的和由语言而生的反讽。反讽成功与否取决于语言或事件与其上下文或环境之间的距离的处理。新批评派扩展了“反讽”的内涵，使它从一种修辞手段成为文学价值的一般标准。这种拓展主要以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论为基础，由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布鲁克斯（Oleanth Brooks，1906—1994）等人完成。艾略特于1921年指出“理趣与反讽”是玄学诗的特征，瑞恰兹于次年提出诗须经得起“反讽式观照”。新批评派认为作者毫无保留地表现一种孤傲态度的诗歌是劣等的，容易引起读者的怀疑，伟大的诗歌是不被怀疑和嘲讽的，这类作品中自身就充满了各种嘲讽。新批评派把反讽作为权衡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简化
 （simplification）　艺术创作中以简洁的组织手段和节省原则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的结构中，创造出审美的效果。当代艺术理论强调只有简化才能把有意味的东西从大量无意味的东西中提取出来。简化是去掉细节，把剩下的再现形式加以改造，使它具有意味。


 门类艺术美学

文学


文学美学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文学这门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反映现实的特殊性，创造文学形象的规律，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文学的语言形式特性，文学中的形式美，作者审美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文学的审美功能，读者欣赏文学时的审美心理活动。文学是人类最早创造的艺术样式之一，人们很早就开始对它的美学特性和审美规律进行探讨和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有“诗言志”和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论点，对诗的特点和功能作了概括；对文与道、文与质、文与情、美与丑的关系也有论述。魏晋以来，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用气之清浊说明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气质的关系；沈约探讨了诗歌韵律美的规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提出了神思、风骨、情采、物感、滋味、真美、品等美学范畴；苏轼对形似与传神的论述，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金圣叹的“性格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学的审美特征与规律。这些论述散见于评论、诗话、词话、笔记、书札中，含有丰富的文学美学思想。在西方，古代的美学大部分是诗学和修辞学，其中包含着文学美学的最初形式。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许多学者论述了诗（文学）的美学特征。黑格尔在《美学》中对各门艺术进行了分类研究并体系化，从美的定义推演出对艺术发展史的看法，认为“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是艺术的“最高的阶段”，它“适合美的一切类型，贯穿到一切类型里去，因为诗所特有的因素是创造的想象”。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提出了各自的文学美学观点。20世纪以来又从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美学、分析美学、接受美学的角度对文学美学作了新的探讨。我国自80年代出现要求建立独立的文学美学的要求，综合性研究以及分支研究（如散文美学、神话美学、诗歌美学、小说美学）的论著开始陆续发表、出版。文学美学被认为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它不是一般地研究文学的样式、结构、功能、技巧和鉴赏，而是着重从审美的角度对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本质特点作系统研究。它是文学理论的核心。文学美学的研究与文学发展的实践密切联系，它在文学与“人学”、现实主义与反映论、文学的主体性、纪实美学、接受美学等方面研究的推动下，不断深入和发展。


文学美
 （literary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审美属性。其特点是用与感觉、知觉有密切联系的词语作为媒介和艺术手段，唤起人们的表象、联想和想象，而不直接诉之于感觉，形象不具有直观性。它有三个层次：一是外在的形式美（如语音的节奏美、格律美）和内在的形式美（如意象的重叠出现、结构的完整与奇巧）；二是形象的生动性、鲜明性、独创性；三是渗透在形象中的审美感情、审美评价、社会内涵。文学美最初产生于原始人类的歌谣、传说等口头文学创作中。随着语言、思维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文学从口头变成书面的形式，语言的功能更加丰富，文学美也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并由于文学衍化和发展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体裁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诗歌美、散文美、小说美、戏剧文学美等）。文学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主观感情抒发的表现性作品的美，如抒情诗、抒情散文的美；另一类偏重于叙事的再现性作品的美，如小说、戏剧文学的美，但再现和表现往往难以分开，通常是再现中有表现，表现中亦有再现。文学美的功能取决于语言的属性。语言的实质（词义）是精神性的表象，与其他用物质材料为媒介的艺术门类不同，词义提供的一切都受着确定知性理解的规范，文学美的这一独特媒介与知性（理解）的确凿性的联系，使它成为艺术美的所有形态中思想认识因素最占优势的一种；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广阔的、无所不至的联系，能使世界上的一切通过它的信号刺激间接地使人感知，文学美比其他艺术美能更自由、更多面、更广泛地把握对象，唤起和组织人们丰富多样的表象经营，使人更完整、更充分地感受生活、认识世界。文学中的语言又与感性的情感和情绪紧密联系着，文学美因而具有情感内容，能激起人的情绪反应，具有情绪感染力，它唤起的表象经验有错综交织、相互暗示、丰富灵活的特性。对文学美的欣赏，依赖读者一定的心理经验和想象力。有不同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的读者在欣赏同一文学作品时，理解和感受会有很大差异。


叙述
 （narration）　文学表现手法。一般指作品中对人物（或拟人化的动植物和无机物）、事件、背景和环境所作的介绍、交代和说明。介绍人物的身份、经历以及人际关系，交代事件的起因、进展、结局或演化，说明环境和背景的陈设或更移。它可以让读者大体领略情节始末，把作品的其他各要素、层面贯通成一个既完整又疏密有致、张弛相生的形象系统和审美境界。叙述常与描写、议论、抒情等表现方法交互使用。其角度可归为作家的和人物的，即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前者指从作家角度叙述对象（“他”）的从行动到心灵隐秘的一切，其长处是形象领域具有不受时空束缚的无限自由的可能。后者指由作品中的一个或几个人物来叙述周围的人事。这类叙述易诱发贴近感和可信感，作品在展现叙述对象的同时见出该人物本身。叙述的方法可分为：（1）顺叙，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为依据，能给人以脉络清楚、前后连贯的印象；（2）倒叙（又称回叙），追溯以前发生的事件，可造成悬念、对比；（3）插叙，在叙述一事件时插入另一叙述，可丰富表现内容，并使形式灵活多变。没有绝对“客观”的叙述，“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有着寄怀或评议，叙述角度不仅是形式，也体现作家把握世界的态度。以叙述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体裁称“叙述体”（如小说、曲艺），与“代言体”（如戏剧）相对。


描写
 （depiction）　文学表现手法。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对人物和景物进行描述、形容，具体而生动地呈现对象的状貌和特征。它以语言为媒介，凭借作家和读者超越文字符号的想象和情感共振而使对象具有可感性或形象性。其作用是真实地、栩栩如生地再现对象的外形与精神。描写总是渗透着作家主体的气质、情志和审美意趣；它不只是罗列外部现象，也涵括精神世界这一对象领域。一般说来，描写的对象可分为人物（肖像、行动、话语、心理）、环境（自然风景、社会环境、场面）和细节；描写的角度和层次可以多样化，有正面、侧面、对比式、网络式、“放射”、“扫描”及“散点透视”等；描写方法又有白描与细描、静态与动态、客观与主观、反衬与对比等种类。作家创作中往往把描写与叙述等诸手法结合运用。


典型
 （typical character）　亦称“典型形象”。文学表现手法。作家、艺术家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既具有个性生动性，又蕴含着社会、人生的普遍性内容的艺术形象。有“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等。典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美学思想，及其对现实生活熟悉和理解的程度和所掌握的艺术方法、艺术技巧等。不同的艺术方法对典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如现实主义重视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描写。典型来自生活，但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能产生深刻的社会认识作用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类型
 （type）　文学表现手法。具有某些共同或类似特征的文学事实或人物形象。每个人既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的个性，也有因职业、年龄、性别、民族、阶级等关系而形成的各种类性。按照个性来描写人物，称为个性化；按照类性来描写人物，称为类型化。古代因人的自我意识尚不突出，古代美学著作探讨人物性格时，多重类性而不重个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与《修辞学》中所谈的“性格”，主要是指类型化的性格。贺拉斯在《诗艺》中，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一套类型化的理论。认为人物性格一方面要定型化，写什么类的人物只能写成什么样的性格，如写阿喀琉斯，必须写他的急躁；另一方面要分类化，是哪一类的人就写成哪一类的人，不能混淆，例如“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诗艺》）。17世纪法国实行中央集权和专制政体，等级森严，类型化的学说在当时的新古典主义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布瓦洛认为文艺要描写普遍的人性，普遍的人性就是永恒不变的各种类型的性格，如老实、嫉妒、贪婪等。作家要懂得普遍的人性，才能写出各种类型的人物：“谁能知道什么是风流浪子、守财奴，什么是老实、荒唐，什么是糊涂、嫉妒，那他就能成功地把他们搬上剧场，使他们言、动、周旋，给我们妙呈色相。”（《诗的艺术》第三章）类型学说抓到了人物性格共性的一面，在历代都有影响。马克思曾批评席勒化忽视个性，只把人物当成某种类型，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来写。建国以来，我国文学艺术中所曾一度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也是类型化的反映。


反虚构
 （anti-fiction；non-fiction）　亦称“非虚构”。文学表现手法。现代非虚构小说或纪实小说的文体特征和写作方法。不虚构故事和事实，直接表现真实人物和事件，有时作者本人也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作品中以增加叙事的真实性。作品揭示现实的真相和内在原因，与一般小说或新闻报道有别。


章法
 （art of composition）　文学表现手法。诗文作者在安排全篇章节时所用的方法。包括文章的体势、承转、熔裁等。章法并无定格，在于作者的运用。


写实
 （write or paint realistically）　文学表现手法。文艺作品中，按照事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形态描绘事物，注重再现的客观性和逼真感。


纪实
 （documentary writing）　文学表现手法。一种介于小说和新闻之间的表现手法。通常以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为写作对象，用实录的材料构造具体的情节和丰富的细节。具有文献的可靠性和小说的叙事性。作者常作为当事人或目击者直接进入作品，对事件的内在意义作出解释并表明态度。是当代非虚构小说或纪实小说的主要表现方法，也应用于影视创作。


白描
 （baimiao）　文学表现手法。用简练的笔墨，不加渲染烘托，刻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


顺序
 （sequential narration）　文学表现手法。指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铺展情节、刻画人物。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叙事排列方式。


倒叙
 （flashback）　文学表现手法。指把某些发生在后的情节或结局先行提出，然后再追述发生在先的往事。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叙事排列方式。它不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以求引起读者的悬念，增强艺术效果。


插叙
 （narration interspersed with flashback）　文学表现手法。指在叙写特定事件或主要情节时插入另外的内容。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叙事排列方式。用以推进或延缓情节的进程，调节叙述的节奏，帮助刻画人物性格，扩大作品的表现范围。


伏笔
 （hints）　文学表现手法。指对将要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预作提示或暗示，以求前后呼应。有助于全篇达到结构谨严、情节发展合理的效果。


淡化
 （weakening）　文学表现手法。避免戏剧性情节冲突，注重以因果联系不明确或超因果关系的各种行为、场景、细节的组接，达到散文化或诗化的效果。为文艺作品的一种处理手法。可以通过情节以外的各种表现手段，展示生活本身固有的丰富性和多层次的内在逻辑。


悬念
 （suspense）　文学表现手法。有意制造一些激发欣赏者兴趣和紧张心情的充满未知的细节。一般在后面交代详情。


素材
 （source material）　作家、艺术家从生活中摄取而来，尚未经过提炼和加工的原始材料。


题材
 （subject matter）　作品中构成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具体材料。由作者将素材进行选择、集中、加工和发展而确定。题材选择和处理，与作者的个性、人生经历及文化修养有较大关系，也受制于其情感、思想、艺术理念和创作追求。


主题
 （subject）　亦称“主题思想”。文艺作品中蕴含着的基本思想。与具体的题材和艺术形象结合在一起。主题是作品所有要素整合的中心和创造虚构的制约点。其表现受到作家、艺术家的立场、观点、创作意图及思想深度、生活经验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影响和制约。作品中有时有一个以上的多重主题，作品的主题也常有多义性。


原型
 （model）　亦称“模特儿”。文艺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具有某种特征的真实的人。熟悉原型，对原型进行概括、提炼和加工，才能塑造典型形象。


模特儿
 　法语 modèle的音译。原意是“模型”。文艺创作中指“原型”。


线索
 （clew）　贯穿在整个文艺作品情节发展中的脉络。由它把显示人物性格发展、揭示主题意义的各个事件联系成一个艺术整体。每一叙事作品都有一条或一条以上的线索，但主要线索往往只有一条。


细节
 （detail）　文艺作品中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场景和自然景物的最小组成单位。细节要具有真实性，服从艺术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主题思想的表达的需要。对细节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作品的某些风格特征。细节可以调节文学叙事的速度和节奏。


场面
 （scene）　文艺作品中情节发展的基本单位。是人物之间在一定时间和环境中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生活情景。随着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而转换。是戏剧的构成要素，贯穿于戏剧表演的各个环节。在电影中可一气拍成或由多个镜头以蒙太奇手法组成。


氛围
 （atmosphere）　文艺作品中的特定气氛。往往与景物、场面、环境相结合，构成特定的意境和情境。可以是作品局部描写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也可以环绕整个作品。


序幕
 （prelude）　原指某些多幕剧在第一幕以前的一场戏。用以介绍剧中人物的前史和剧情发生的远因，或预示全剧的主题。后泛指某些叙事性文学作品，在矛盾冲突尚未充分展开之前，对人物的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以及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所作的交代或提示。有时又称“引子”、“楔子”等。为情节结构的组成部分。


高潮
 （climax）　文艺作品中主要矛盾冲突发展到最尖锐、最紧张的阶段。为情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主要人物的性格、作品的主题思想都获得最集中、最充分的表现。在戏剧中又称顶点，通常出现在全剧的后半部。


结局
 （ending）　文艺作品中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最后阶段。即矛盾冲突已经解决，人物性格已经完成，事件有了最后结果，主题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示。也有把矛盾或问题悬置而由观者思考的“结局”。


背景
 （background）　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地点和总的条件。如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环境等。在戏剧艺术中，又兼指舞台上的布景（幕景）。在摄影中，则指衬托主体的背后景物。


体裁
 （genre）　亦称“样式”。文学的类别。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每一类别又可按作品规模、性质、内容来划分不同种类。是人类长期艺术实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活和艺术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样式
 　即“体裁”。


情境
 （situation）　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环境、景物与表现的情感融合一致所形成的艺术境界。与“情景”相通。情指作品中表现的人物的情感、情绪、情趣、情志等；境指作品中具体描绘的客观环境、景物。两者紧密联系，相互渗透，情由境萌，境由情发，即“情境交融”，“情境相生”。


意境
 （artistic conception）　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境生象外，追求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对人生、宇宙形成深邃的领悟。中国古典文论以意境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


意蕴
 （implication）　文艺作品的“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由歌德在《搜藏家和他的伙伴们》一书的第五封信中提出。强调作品既要有完满的形式，又要显示出内在精神，即意蕴和崇高的东西，那才是美的。这一思想为黑格尔所吸收。


网络文学
 （internet literature）　以网络为媒介发表、传播、阅读、反馈的文学作品。是首发于网络并带有网络性质的文学。利用网络提供的便利和多种手段实现文学与多媒体的结合，实现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作者可以即时创作、即时发表和即时修改，读者也可即时阅读和反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创作。网络文学为文学提供了最自由宽容的生存空间，也为平民化写作和阅读提供了最大的方便，使大众获得了文学言说的话语权。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创作和出版的惯例，为新的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由于发表的零门槛，往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三要素说
 （theory of three elements）　认为种族、环境、时代三者是决定文学艺术的根本力量的学说。由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丹纳提出。“种族”指天生的遗传的倾向，是“内部主源”；“环境”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指“后天动量”。认为三者形成合力，决定了文学艺术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唤起整个时代和民族的共同感情。


介入说
 （theory of interception）　主张作家、艺术家以文艺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学说。由法国哲学家萨特提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持“介入”态度，置身于哲学和政治之中。强调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和作品实际上以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社会政治，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和共鸣。


叙述学
 （narratology）　以叙事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叙述作品一般结构规律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批评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苏联文艺理论家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1928）中，最早进行研究尝试。60年代，法国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和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是叙事学的代表作。运用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叙事作品的结构、叙述方式，通过对作者与作品叙述者、作品所描述的事件与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以及叙述行为对故事的影响关系之间的研究，建立起一套能说明“谁来讲故事”和“怎样讲故事”的叙事系统模式。叙事学以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后渐扩大到电影、戏剧及整个人类叙事行为的哲学研究上。


叙事视角
 （narrative perspective）　指讲述故事的角度和立足点。叙述学的基本概念。按照不同时空的叙述关系，可划分为时间叙述视角和空间叙述视角。前者研究叙述与事件的叙述关系，事件与叙述间隔的时间关系；后者主要研究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是故事内的叙述角度，第三人称叙述是故事外的叙述角度。对叙述视角，不同的叙事学理论有各自的解释。


叙述时间
 （narrative time）　指叙述故事所需要的时间。叙述学的基本概念。而被叙述时间则指所有被叙述的时间。一般叙述时间服从于故事叙述的需要，会采取诸如跳跃、省略、追忆等手法来处理时间在叙述中的作用。在叙事性作品中，作家、艺术家常通过不同的叙述时间，以及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的不同关系，来体现自己对艺术的看法。


叙述者
 （narrator）　指叙事性作品中故事的讲述者和作品中不露面的作者。叙述学的基本概念。叙述者在作品中有时可以直接感受到，有时由作品中某个人物来担当。在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作品中，“我”就是叙述者。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视角中，作者常常就是叙述者。在有的作品中，出现多个人物分担叙述者或与“我”、作者共同担任叙述者的复杂情况。


复义
 （ambiguity）　指一个诗句、情节或文学描写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解释并形成一个互相补充的整体。英美新批评术语。由美国文艺理论家威尔赖特提出，用以代替燕卜逊的旧术语“含混”。是诗歌语言魅力的体现。


快感增量
 （incremental pleasure）　亦称“前快感”或“兴奋酬谢”。指文艺作品可使欣赏者头脑深处的快感更大释放。精神分析学术语。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运用克服人们对白昼梦反感的技巧而表现幻想，并且提供了纯粹的形式（即美学）的乐趣。艺术的产生并不是纯粹为了艺术，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泄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压抑了的冲动。快感增量的概念强调了艺术的宣泄和补偿作用。


意图谬见
 （intentional fallacy）　指把文艺作品当成作家本人经历和创作意图体现的文学观念。英美新批评术语。由美国文艺理论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他们认为这种观念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衍出批评标准，导致相对主义。新批评派认为对作者的意图的研究是不必要的，如果作者成功实现了其意图，阅读作品便可知晓；假如作者未能实现其意图，则意图在作品之外，与作品毫不相干。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价值并不相等，不能把作者是否成功地实现其意图作为评价的标准，伟大的艺术往往超出作者本人的主观意图。体现了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主义。


感受谬见
 （affective fallacy）　指根据读者的感受来评价作品的方法。英美新批评术语。由美国文艺理论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他们认为感受谬见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它不关心作品本身，而是关心作品产生的影响，从诗的心理效果推衍出批评标准，导致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作品的感情内容是固定的，而读者由作品引发出来的感情却是因人而异的。依靠读者的感受必然导致主观印象式的批评和评价标准的无政府主义。体现了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主义。


诗的张力
 （tension in poetry）　指诗的整体效果。英美新批评术语。由美国文艺理论家退特提出。退特认为好诗应是内涵和外延的统一。他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张力”（tension）这个词。认为诗的意义就是指张力，即在诗中所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诗的张力探讨诗歌语言中外延和内涵，外延指文词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内涵指暗示意义或附属文词的感情色彩。诗既要倚重内涵，也不能排斥外延，即既要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又要有概念的明晰性。忽视外延会导致晦涩和结构散乱。


扁平人物
 （flat character）　与“圆形人物”相对。指在整个文艺作品中无大的变化，其性格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人物。由英国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提出。这类二度平面人物在17世纪被称为“幽默人物”或类型人物，有时又被称之为漫画式人物。其最大的优点是一出场就容易识别，令读者过目不忘，带来重复的快感。扁平人物当他们是喜剧角色时，往往也是出色的。与圆形人物相辅相成，构成小说中的人物群体。


圆形人物
 （round character）　与“扁平人物”相对。指在文艺作品中随着情节场面变化而变化，性格特征有多样性或复杂性的人物。由英国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提出。他们是立体式的人物，在小说中不断呈现出性格中的各个侧面，给人以新鲜感。圆形人物有非常丰富的生活，会令人信服地感到惊奇。与扁平人物相辅相成，构成小说中的人物群体。


心理型作品
 （psychological mode）　与“幻觉型作品”相对。指由人类心理经验能够了解其人生经验的作品。由瑞士心理学家容格提出。它取材自人类意识界，以生活教训、感情波动与一般的人类命运为主，经由诗人在心理上的同化融合，将原本的日常事件提升组合成诗的经验表达出来，使读者有种豁然开朗、洞察人生真谛的感觉。目的是解析并且启明意识的内涵，传递反复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人生喜怒哀乐的经验。


幻觉型作品
 （visionary mode）　与“心理型作品”相对。指凭幻觉才能了解其超意识的原始经验的作品。由瑞士心理学家容格提出。其艺术创作素材不再来自耳熟能详的人生经验和意识界，而来自人类心灵深处、遥远的洪荒时代，即人类无法了解的原始经验，令人感到陌生、冷峻、魔幻、无边无际和光怪陆离，让人瞥见仍然没有成形的无底深渊。这种原始经验惟有凭借幻觉才能实现。幻觉超越意识范围，属于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实际的原始经验，能将人从现实世界带入超现实的世界。为了适切地表达此类意识经验，必须借助于神话。


语境
 （context）　指文艺作品或其某一部分所处的言语环境和人文环境。英国文艺理论家瑞恰兹认为，语义学的核心问题是语境问题。他把“语境”所指的言语环境从传统的“上下文”意义扩展到最大的限度：属于一本书的环境；包括任何写出的或说出的话所处的环境；包括该单词用来描述那个时期为人所知的其他用法的环境；包括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或与我们诠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的环境。“语境”的人文环境主要指作家的创作环境，包括作者生平、当时出版的惯例和公众的期望，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后代读者所处的时代也与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构成一种语境关系。文学批评必须顾及文学词句、文学作品与各种语境的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阐释。


有机形式
 （organic form）　指文艺作品所具有的如有机体一样的内在结构。由英国诗人、文艺理论家柯勒律治提出。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产生自存在于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中的概念，而非通过预先设计好的模型中的机械力量任意形成的。一部文学作品犹如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一样发展，它的各部分不可分割，它的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有机形式是内在的，是在发展过程中从内部自身形成的，它的发展完整同它的外部形式的完善是同步的。在英美新批评等现代批评中，有机形式论者反对内容与形式的两分法，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的，形式不仅包含内容，而且组织、塑造内容，决定内容的意义。只谈内容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经验；只有谈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时，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内容即经验与完成了的内容即艺术之间的差别，就在技巧。


细读法
 （close reading）　以文本为中心，用语义分析方法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英美新批评术语。新批评派认为细读是鉴赏和研究作品的首要方法。强调文学作品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其每个部分影响着整体，同时也接受整体的影响。英国文艺理论家燕卜荪出版于1930年的《含混的七种类型》一书，被认为是典型的文本细读之作，其基本内容是“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克斯指出：燕卜荪式批评的要义，就在于“批评要在诗作为诗的结构中处理诗的意蕴”，而以往的批评则倾向于“用散文的方式寻找诗的‘善’和‘真’，使诗成为哲学或者科学”。诗歌的隐喻承担着“功能性”而不是“修饰性”的作用，诗歌的韵律和词句也都成为诗歌展示意义的积极力量。


内爆
 （implosion）　指意识延伸和消除所有界限的后现代性过程。由加拿大当代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首先提出。内爆是与“身体的延伸”相对立的“意识的延伸”，前者是机械时代的特征，后者是电力时代的特征。相对人的心理来说，内爆使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变近甚至消失，人具有了拥抱地球的能力，地球变为“地球村”。内爆导致模拟时代的到来，对真实的模拟开始统治人们的意识，成为人们认识事物所依赖的基础。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认为内爆是消除所有的界限、地域区隔或差异的后现代性过程，我们正在经历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内爆即意义的内爆。它将各种真实、意义和价值的界限摧毁，在社会内部成为一种破坏、颠覆，最终变成对社会大众的控制。

绘画雕塑


绘画美学
 （aesthetics of painting）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绘画艺术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绘画美的特定内涵，绘画反映生活的特点和方式，绘画艺术中再现性与表现性的关系，绘画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和区别，绘画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的美学特点，绘画艺术典型化的途径，绘画鉴赏的理论与方法，等等。绘画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作为独立艺术门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关于绘画的美学思想十分丰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已指出绘画存形的特长，指出象形是其可见的外部特征。韩非子说画“犬马最难”，画“鬼魅最易”，难在人所共知，不易得真。西晋陆机提出“存形莫善于画”，东晋顾恺之建立“传神”论，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主张，为深入认识绘画特点提供了新的基础。南齐谢赫进而提出绘画“六法”以说明绘画的特点，并作为评论绘画的原则。宋代随着抒情性绘画的发展而形成“写意”论，以苏轼为代表的画家反对“论画以形似”，明代王绂（1362—1416）对此作了阐释，认为“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书画传习录》），此说影响很大，齐白石（1864—1957）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画集序》），黄宾虹（1865—1955）认为“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黄宾虹画语录》）。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从模仿说解释绘画特性，认为绘画是用颜色对可见事物的模仿。西摩尼得斯（Simonides，约公元前556—约前468）认为“绘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此观点被长期沿用。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在《论绘画》中第一次分析了绘画与诗、与音乐、与雕塑的异同。18世纪莱辛在《拉奥孔》中对诗、画异同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绘画的对象是一些借形象和色彩可以表达的事物。黑格尔在《美学》中全面论述了绘画的特点，指出绘画是以心灵作为表现内容，抓住某一顷刻，使过去和未来凝聚在这一点上。19世纪，西方绘画更加繁荣，美学上出现许多不同主张。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认为，绘画的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力与造型不可分割；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强调绘画应表达艺术家的幻想和印象；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认为绘画是一种只能表现可见的和存在的事物的具体艺术；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说：“绘画只表现感觉”；后期印象派的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认为“绘画是一种光学”，“对于画家来说，只有色彩是真实的”。20世纪的野兽派认为绘画主要是表现，立体派认为绘画主要描绘形式。绘画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探讨的课题有：绘画艺术中“虚”与“实”的关系，中国传统绘画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绘画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绘画艺术中引进西方美学思想尤其是现代派美学主张的得失，中、西方绘画美学的比较研究等。


绘画美
 （pictorial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绘画艺术的审美属性。其特点是通过一定的色彩、线条和块面，以具体的、个性化的图像反映生活，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感受，在再现和表现、写实和抒情、感性和理性、形与神的统一中，展现出美的魅力。因绘画展现的是一种静态形象，它在反映事物的发展及传达人物内心活动方面受到一定限制，故它不仅要求作者经过主观加工，还要求作者发挥想象，抓住某一顷刻，把“其中正要过去的和正要来到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美学》），“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莱辛《拉奥孔》）作为表现对象，才能准确地表现事物，把动的过程包孕在静的形象之中，给人以充分的联想和想象的余地。以求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完美的统一，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


雕塑美学
 （aesthetics of sculpture）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雕塑艺术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雕塑艺术反映生活的独特方式和美学特点，雕塑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联系与区别，雕塑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美的法则，它常用的审美范畴如质感、立体感、空间感、力度感、运动感，雕塑美与整体环境的关系，雕塑艺术鉴赏的独特方式和心理特征等。在西方，已发现的雕塑遗迹可以追溯到三万年前。在我国，原始社会的出土文物中也已有雕塑作品。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雕塑一直受到美学的重视。中国古代的秦朝兵马俑、佛像、装饰浮雕等，具有明镜、训示、崇拜、装饰等审美特征。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认为，雕像不仅应在外形上“更逼真”，而且应通过形式表现心理活动。古罗马西塞罗认为，雕塑不一定用任何一个模特儿，可以按心目中更美的形象塑造形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阿尔贝蒂认为雕刻一方面“应该活像有生命的东西，例如像人”，另一方面要力求再现刻画“外形、举止的全部与众不同的特征”。德国莱辛在《拉奥孔》中，通过对古希腊拉奥孔雕像的分析，探讨了造型艺术与诗的界限，认为雕塑的特点是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把连续动作凝聚在一个形象、一个顷刻中。黑格尔把雕塑划在“古典型”艺术中，认为它“用人体形象去表现精神”，“使精神实现于一种占空间的整体”。法国罗丹认为“在美好的雕刻中，人们常常猜得出是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冲动”（《罗丹艺术论》）。雕塑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处在初创阶段。中国现代雕塑家张充仁写有《雕塑的审美》（1981），对雕塑与美、雕塑的形式及其特点、雕塑创作及其表现手段作了探讨。


雕塑美
 （sculptural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雕塑艺术的审美属性。雕塑是用硬质或可塑材料，在三维立体空间中，以形态为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包括雕、刻、塑三种制作方法。其特点：一是实体性，与其他造型艺术不同，雕塑由于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它有强烈的质感，能够激起观者的可触摸之感；二是单纯性，不像绘画那样可以表现广阔、复杂的环境或毫发毕现的细部，雕塑的造型、线条、空间处理要求单纯、凝练；三是静态性，雕塑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瞬间，以动作、表情的造型表现一定的动势、性格和思想感情。雕塑的主要形式有浮雕、圆雕，根据用材的不同又可分为石雕、泥塑、铜像、牙雕、木雕等等。雕塑美的具体形态依据不同形式、用材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而有不同。雕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简单石刻和陶器，最初的形态是在模仿生活形象的基础上通过变形以美化。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大也最有名的古代雕刻艺术作品，是埃及胡夫金字塔前的大斯芬克斯像（狮身人面像，约公元前2600年），从中已可以看出雕刻艺术凝聚的人类的想象力。古希腊雕刻艺术在公元前5世纪已达到鼎盛时期，拉奥孔雕像群、维纳斯雕像（约公元前1世纪），集中地体现着古典雕塑美的特点：静穆而有激情，神话题材中渗入世俗风味。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包括透视学、建筑学、人体解剖学等）的发展和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雕塑美更多地体现出人的理想、人体之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的《大卫》、《摩西》，多那太罗（Donatello，1386—1466）的《大卫》、《格太梅拉达骑马像》等作品为代表性作品。19世纪现实主义雕塑则更强调表现人的典型性格、内心活动，如罗丹的《思想者》、《巴尔扎克》、《青铜时代》等。现代派的雕塑则强调变形、抽象的美。我国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大足等石窟中的雕塑，吸收了汉民族传统艺术、兄弟民族及外国艺术的长处，或端庄肃穆，或清新秀丽，富于生活气息；秦兵马俑、太原晋祠彩塑、陕西茂陵和昭陵、乾陵的石雕，均造型写实又加以提炼，富有活力。雕塑以人体为主要题材，黑格尔认为“比起任何其他艺术，雕刻在特性上更符合理想”（《美学》第3卷上第二部分第一章），即人的精神与肉体的统一。雕塑美的创造，除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因素外，还有赖于对材料和特殊技法的熟练运用。雕塑美的欣赏，与光线的强弱与角度、观赏距离的远近、周围环境的协调都有很大关系。


线条
 （the line）　绘画表现手法。造型艺术的基本要素之一。是点的移动轨迹。显示事物形体的外在轮廓和运动趋向。不同类型的线条有不同的表现能力，能唤起不同的审美感受。对线条本身具有的审美效果，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已有论述，认为曲线美于直线，“最美的是圆形”。18世纪英国荷迦兹在《美的分析》中认为，在最优美的形体上，直线最少装饰性，曲线特别是波状线或蛇形线具有装饰性、多变化，比其他任何线条“都更能够创造美”。博克从生理、心理的角度论证曲线美。认为曲线“通过一种非常缓慢的偏离，不断改变它的方向，使人松弛舒畅”而感到美。德国里普斯认为就连简单的直线也都具有规律性，从而承认直线具有审美价值。法国现代画家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等著作中把线条分为直线、折线和曲线，认为其审美特性各不相同。直线表示力量、稳定、刚毅、一往无前；折线表示转折、断续、动荡，由折线形成的角，使人产生上升、下降、前进等方向感；曲线表示优美、柔和、运动，给人以较强的流动感。因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大都呈现为曲线形式，一些美学家提出各种线条中曲线最美的观点。这些论述都揭示了线条具有的某些审美特征。孤立的线条无论是直线或曲线都无所谓美丑。线条之所以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一方面由于它构成特定形式，表现了一定的内容，或在人的想象中赋予它特定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它同人的生理、心理运动规律相吻合，被人所发现、接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力，使人从特定的线条及其组合上获得了美感。表现性是线条的基本美学特征。如直线的表现性体现于水平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垂直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等；曲线的表现性体现于流动、柔和等。线条在绘画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东方画中具有表现作者精神的效果。此外，雕塑、建筑、摄影艺术也把线条作为造型基本手段。在技术美学中，线条的审美意义被应用到产品的设计中。


素描
 （sketch）　绘画表现手法。在某种平面（布、纸、板）上用单色勾勒各类形象、以锻炼观察和表达物象的形体、结构、动态、明暗关系的作画方法。常作为习作或创作起稿。也有以素描形式进行的创作，称“单色画”。使用工具有铅笔、木炭、钢笔、毛笔等。素描是一种最古老的造型艺术，最早发现于法国、西班牙的山洞壁画，属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期。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基本训练手段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其他种类的造型艺术。素描的基本形式有：描绘轮廓的线描、线描与色调结合的素描和全色调素描。


写生
 （paint from nature）　绘画表现手法。直接以实物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作画方法。是绘画者锻炼绘画表现技法和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国，“写生”一词，始于宋代，据《皇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剑南画家赵昌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在中国画中，写生有特定的含义，指对飞禽走兽、动物植物生态的描绘。“画人物是传神，画山水是留影，画花鸟是写生。”（明唐志契《绘事微言》）清邹一桂（1688—1772）在《小山画谱》中说“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中国古代画论中，强调写生要能生动地描绘出万物的盎然生机，要能得其神韵，而形似自在其间。明屈大均主张：“凡写生”，“贱形而贵神，以意到笔不到为妙。”（《广东新语》）写生的理论和实践对绘画美学中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等范畴的形成、充实有重要意义。


临摹
 （copy）　绘画表现手法。指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摹写来学习前人的表现手法，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又称“师古”。在中国古代画论中，临、摹各有含义。宋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说：“临者谓以原本置案上，于旁设绢素，象其笔而作之。谬工决不能如此，则以绢加画上摹临之。”古代画家中，推崇临摹者，视之为入学之捷径。清董棨在《画学钩深》中说：“初学欲知笔墨，须临摹古人。古人笔墨，规矩方圆之至也。”“凡画须要临，临多自然晓。”亦有认为它仅只是模拟，缺乏创新的。如清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说：“模拟者，假彼之意，非我意之所造也”。王时敏（1592—1680）也认为，临摹即使形似宛然，笔墨仍难兼妙。也有以为临摹者，可临而不可摹的。明人李日华认为临得势，摹得形；后者未免沦于匠事，其“道”尽失。在书法中，对名家字帖的学习亦称临摹。


轮廓
 （contour）　亦作“轮郭”。绘画术语。界定一个形体周围的边缘线，区划一物体与另一物体的界限关系。它又是一个物象大体的形，体现该物象的概貌，一定程度上显示其构造感和量感。


透视
 （perspective）　亦称“远近法”。绘画表现手法。在二维平面上再现三度物象的基本方法。可分为形体透视（几何形透视）和空气透视。形体透视是根据光学和数学的原理，在平面上用线条来图示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和光暗投影的科学；按照灭（焦）点的不同，分为平行透视（一个灭［焦］点）、成角透视（两个灭［焦］点）和倾斜透视（三个灭［焦］点）。空气透视表现空间距离对于物体的色彩及明显度所起的作用。


构图
 （composition）　绘画表现手法。为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美感效果，在一定的空间，安排和处理人、物的关系和位置，把个别或局部的形象组成艺术的整体。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称为“章法”或“布局”。


色彩
 （color）　绘画表现手法。各种物体因吸收和反射光量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色彩现象。使用不同的色彩往往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如红、橙、黄具有温暖、热烈的感觉（称为暖色），青、蓝、紫具有寒冷、沉静的感觉（称为冷色）。不同的色彩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


色调
 （tone）　绘画表现手法。图画中色与色之间的整体关系。其中主要的色相为主调（或基调）。使用不同的色调往往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色调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


饱和度
 （saturation）　绘画表现手法。各种色觉的浓度。人对颜色感觉的一种特征。一定亮度的颜色距离同样亮度的灰色越远，就越饱和；反之，则越不饱和。色觉的饱和度主要决定于光的纯度。单色光的饱和度最高；复色光的饱和度较小。选择不同的饱和度往往给人以不同的感受。


冷暖色
 （chroma）　绘画表现手法。不同性质色相造成的冷或暖不同色觉的合称。光度和色度强的色相，红、黄、橙给人的感觉强，有扩张及迫近视线的现象，产生温暖的感觉，称为“暖色”或“热色”。青、绿、紫等有寒冷的感觉，称为“冷色”或“寒色”。冷暖关系是相比较而言的。使用不同的冷暖色往往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冷暖色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


对比色
 （contrast）　绘画表现手法。色相的性质相反，光度明暗悬殊的颜色。如红与绿、黄与紫、橙与青等。每组中双方都互为补色，并列时能引起强烈对比的色觉，如红与绿在一起时，红的显得更红，绿的显得更绿。使用不同的对比色往往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对比色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


极度色
 　绘画表现手法。属于无色系统的颜色。如黑、白、灰、金、银。因它能使色调起调和作用，故又称“补救色”。纯白、纯黑色不易找到，光带里无此色相，故白色又称“赤外色”，黑色又称“紫外色”。使用不同的极度色往往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极度色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


质感
 （sense of material）　绘画表现手法。通过不同表现手段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物体所具有的特质。如油画，因其上附着物、涂料、颜料和调色油之不同，尤其是画家作画的方法步骤不同，用油色的干湿厚薄各异，可以呈现出温润、浑厚、坚实、瘦硬等不同的质感。


量感
 （sense of quantity）　绘画术语。通过不同表现手段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物体的轻重、大小、多少等的性质。如建筑物的稳重、烟云的轻浮等。运用量的对比关系，可以构成多样变化和统一稳定的效果。


界画
 　即“界划”。中国画表现手法。因以界笔直尺画线作画，故名。


写真
 　中国画表现手法。绘写人物肖像。要求形神肖似，故名。亦称“传神”、“写照”。


水墨
 　中国画表现手法。水与墨相配合，借助浓淡枯湿等墨色以表现对象的作画方法。要求以笔法为主，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以取得“水墨晕章”，“如兼五采”的艺术效果。历代论者多重其法，认为是传达“意”和“气韵”的必要手段。王维《山水诀》：“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榻写》：“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用墨”：“所谓气韵生动者，实赖用墨得法。”对水墨的重视，体现了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不拘泥于对象的表面形相，而注重概括、抽象以传其神的特点和审美情趣，有利于调动观画者的审美意识活动。水墨画始于唐，盛于元，在中国美术史上占重要地位。


工笔
 　中国画表现手法。与“写意”对称。以工整细致的笔法来描绘物象的作画方法。包括对前辈绘画的临摹和对现实物象的写生。作画时强调依据一定模式，依次按稿线画出。有时在形式上虽也可有粗笔大写，但不可奔放。一般用单线平涂、周密不苟的笔法作画。工笔画在秦汉时已趋成熟和流行，唐宋时达到高峰，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绘画艺术的主流。工笔的美学意义在于形态真实，描绘细密精致，细节丰富。故小说、曲艺等叙事类型作品细致描写人物亦称工笔。


写意
 　中国画表现手法。与“工笔”对称。以简练的笔墨描写出物象的形神，表达出一种意境的作画方法。“意”指作画前酝酿于画家胸中之意象，即“画意”，包括笔意（心目中有经过洗练的、意想中的形象，能够用笔直接画出）和意境（按题材内容进行构思的结果）两方面。前者是对物象的深入观察和审美体验，后者是对一个场面中各物象相互关系的综合观察和艺术构思。作画时并不追求对表现对象作精确描绘，而着重于表现物象的意态神韵，寄托画家的人格、理想和审美感情，笔墨纵放，挥洒自如。有小写意、大写意之分，后者多用泼墨技法。写意画自元朝以来，获得较大发展，明张泰阶在《宝绘录》中评述：唐人尚巧，北宋尚法，南宋尚体，元人尚意。元赵孟頫的写意画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有较高地位。写意的美学意义在不求形似，更多地唤起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这对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白描
 　中国画表现手法。亦称“白画”。白，指惜墨如金、简练、不用彩色；描指依样摹写。白描指不用浓墨重彩，只以简单线条勾勒轮廓，讲究线条本身的方、圆、粗、细变化和其间的结构的作画方法。初多用于人物画，后也用于山水、花鸟画。唐吴道子作画有时只以“墨踪为之”，宋李公麟（1049—1106）、李龙眠，当推白描大师，其他传世名作还有元代张渥（？—约1356）的《九歌图》和王冕（？—1359）的《三竹图》等。白描，又被借用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描写手法或风格。它要求作家准确地把握文学形象（主要指人物）的特征，不加渲染、烘托、铺陈，而以极简洁、精练的语言，昭示对象的神情、风度和外貌。其要领却在于“点化”物象（主要是人物）的神态特征。


白画
 　即“白描”。


钩勒
 　中国画表现手法。用线条钩描物象轮廓。用笔顺势为钩，逆势为勒；或单笔为钩，复笔为勒。钩勒后大都填彩。


没骨
 　中国画表现手法。不用笔线为骨，直接以彩色或水墨描绘物象。五代后蜀黄筌画花钩线较细，着色后几乎不见笔迹，因有“没骨花枝”之称。北宋徐崇嗣所作花卉只用彩色画成，名“没骨图”。另有用青、绿、朱、赭等色，染出丘壑树石山水画，称“没骨山水”。今人也用以称明清写意画的点垛法。


点垛
 　中国画表现手法。亦称“点簇”。以笔尖蘸墨或色点画而簇聚成物象。不用勾勒，一笔之中就有浓淡。如先蘸甲色再蘸乙色，则一笔之中便有甲色、乙色和甲、乙的混合色。主要用以表现花卉的叶和花瓣。有时也用于人物和山水画。


点簇
 　即“点垛”。


浅绛
 （light crimson tinged painting）　中国画表现手法。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以表现的作画方法。元画家黄公望、王蒙等好作此种山水画，形成一种风格。亦可称“吴装”山水。


金碧
 （gold and blue painting）　中国画表现手法。以泥金、石青和石绿为主要颜料作画的方法。以这三种颜料为主色的山水画称“金碧山水”。泥金一般用于勾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宫室、楼阁等建筑物。


青绿
 　中国画表现手法。以石青和石绿为主要颜料作画的方法。以这两种颜料为主色的山水画称“青绿山水”。


笔墨
 　中国画表现手法。有时亦作中国画技法的总称。“笔”指钩、勒、擦、点等笔法；“墨”指烘、染、破、泼、积、渍等墨法，墨的运用中又有干、湿、浓、淡之别。中国画的传统要旨强调有笔有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要求笔墨技法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通过以笔架框作线这一基本途径，赋予描绘对象以性格和生命。主张以笔（包括笔性、笔势、笔趣）为主导，墨从笔出，笔墨两者，相依为用，互赖映发，以取得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揭示了立意和笔墨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笔以立其形体（质），墨以别（分）其阴阳。”截然划分笔和墨的功能。清沈宗骞反对将笔墨两者的功能分开。石涛亦认为“笔与墨会，是为[image: ]
 缊。[image: ]
 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苦瓜和尚画语录·[image: ]
 缊章第七》）现代黄宾虹总结出“五笔七墨”之说，“五笔”者，平、圆、留、重、变；“七墨”者，浓、淡、破、泼、渍、焦、宿（一说易“渍”为“积”）。又说：“古人墨法妙于用水，水墨神化，仍在笔力。”（《黄宾虹画语录》三）潘天寿明确强调：“画事以笔取气，以墨取韵，以焦、积、破取厚重。”（《听天阁画谈随笔·用墨》）颇切中国画“笔墨”要义。


墨分五色
 　中国画表现手法。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语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运墨而五色具。”五色或指焦、浓、重、淡、清；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实际乃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认为纯以水墨作画，只要浓淡得体，黑白相用，干湿相成，虽不敷彩，却胜于色。“墨分五色”反映了中国画不重外表的百彩呈艳，而重意的丰富内含的艺术风格和追求委婉、高洁、淡远、趋向于内涵的审美特征。


破墨
 　中国画表现手法。有用浓墨破淡墨，或用淡墨破浓墨。主要是使墨色浓淡相互渗透掩映，达到滋润鲜活的效果。主要用于水墨画。


泼墨
 　中国画表现手法。用多量浓淡不一的墨水，饱蘸笔身，或贮于器皿，挥扫或滃泼于纸绢之上的一种作画方法。多用于大写意画。多半发乎作者豪放情致，要求通过泼墨技法，来散发自己的自由意念和奔放感情，作画时力图摆脱法度规矩的羁绊，达到“应手随意，倏若造化”的艺术追求，藉以在创作过程中达其意、畅其神、尽其趣、造其境。相传唐王洽，性疏野，好酒，醺酣后，以墨泼纸素，或吟或啸，脚蹴手抹，随其形状，为石，为云，为水，……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见《唐朝名画录》）。后世泛指笔势豪纵，水墨淋漓，如喷泼而出者的画法为“泼墨”。中国古代画论多有论述。唐张彦远重墨骨，颇不赞成任意涂抹喷泼，认为泼不能过甚，有“吹云泼墨”之说。明李日华《竹[image: ]
 画媵》：“泼墨者用墨微妙，不见笔迹，如泼出耳。”现代黄宾虹提出：泼墨一法，“南宋马远、夏圭得其仿佛。然笔法有失，即成野狐禅一派，不入赏鉴。学董（源）、巨（然）、二米（芾、友仁父子）者，多于远山浅屿，用泼墨法，或加以胶，既无足观。”提醒画家使用泼墨法时不要忽视用笔。中国画重“骨法”，以有“笔”为主体，泼墨乃是用墨方法中的辅助性特技之一。近年发展到以彩色为主的倾倒溅泼的画法，人称“泼彩”。


积墨
 　中国画表现手法。用墨由淡而深、逐渐渍染。北宋郭熙云：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元黄公望云：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主要用于山水画。


皴法
 　中国画表现手法。用以表现山石和树皮的纹理。山石的皴法主要有披麻皴、雨点皴、卷云皴、解索皴、牛毛皴、荷叶皴、折带皴、括铁皴、大小斧劈皴等；表现树身表皮的则有鳞皴、绳皴、横皴等，都以其各自的形状而命名。是根据各种山石的不同地质结构和树木表皮状态概括出的表现程式。


钩斫
 　中国画表现手法。画山石先钩出轮廓、石纹，又用头重尾轻、形如斧斫的皴笔表现明暗凹凸。


点苔
 　中国画表现手法。用毛笔作出直、横、圆、尖或“破笔”（笔毛松开，无一定形式）或“介”字、“个”字等形状的点子。一般用以表现山石、地坡、枝干上和树根旁的苔藓杂草，以及峰峦上的远树等。


渲染
 　中国画表现手法。用水墨或颜色烘染物象，分出阴阳向背，以强化和丰富艺术形象，增强审美效果。此法强调墨色灵活而富于变化，笔的轻重转折与墨的干湿浓淡相与融化，使得画面具有层次感、节奏感。清恽寿平谓“俗人论画，皆以设色为易，岂知渲染极难，画至著色，如入炉[image: ]
 ，重加锻炼，火候稍差，前功尽弃。”又被借用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对环境、景物或人物的行为、心理，作多方面的描写、形容或烘托，以突出艺术形象，加强艺术效果。


烘托
 　中国画表现手法。用水墨或淡彩在物象的外廓渲染衬托，使其明显突出。一般用于烘云托月，以及画雪景、流水、白色的花鸟和白描人物等。


折枝
 　中国画表现手法。只画花卉连枝折下的部分，不画全株的作画方法。


吴带曹衣
 　中国画表现手法。两种相对的衣服褶纹的表现程式。吴带，指唐吴道子绘佛画人物衣褶的笔法圆转流畅，画的衣带宽博，飘飘欲飞，状如“当风”；曹衣，指北齐曹仲达绘佛画人物衣褶的笔法稠密严谨，画的衣褶紧窄如湿沾在躯体上，状如“出水”。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在表现与接受佛教思想熏染的同时，更多地反映出传统儒家重人物衣冠、重风韵气度的审美理想。“曹衣出水”在接受印度秣菟罗艺术影响的同时，隐约地体现了对人体美的追求。也流行于古代雕塑、铸像。


知白守黑
 　中国书画深化意境内涵的重要法则。语出《老子》。绘画的空间结构，不只要留意实处（黑），更要留意虚处（白）虚实隐现，黑白相映，才能取得更好的审美效果。


浮雕
 （emboss）　雕塑表现手法。在平面上雕出凸起形象。依表面凸出厚度的不同，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等。


圆雕
 （round-sculpture）　雕塑表现手法。在立体物上雕出不附在任何背景上，可以各种角度观赏的立体形象。


透雕
 （penetrated-sculpture）　雕塑表现手法。在浮雕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的形象。是介于圆雕和浮雕之间的一种雕塑表现手法。有的是单面雕，有的是双面雕。


软雕塑
 （soft sculpture）　亦称“软艺术”。雕塑表现手法。用软性材料为主做成的雕塑形象。软性材料如线绳、帆布、橡胶、皮革、塑料、纸等。最早出现于1916年。60年代末衍生为以纤维为材料的编织物，成为室内环境艺术的一种。


动态雕塑
 （kinetic sculpture）　雕塑表现手法。一种能够活动的雕塑形象。主要利用机械、电力、风力及音响、光照等手段，使雕塑品活动，或引起视错觉以为在活动。


一波三折
 　古代印度佛教造像的一种重要姿势与风格。呈三道弯式（S形扭曲状）。女性造像尤甚。即女像头部右倾、胸部扭向左侧、臀部又尽力向右旁耸出。男像所取姿势方向相反，恰成相辅相成态势。印度笈多王朝（公元4—5世纪末）时期，人体雕塑艺术美学风格即深受这一佛教身相的影响。它要求整个人体处处显现波状特征，反映了崇尚媚美柔和及对自然曲线美的钟爱之情。这一造型风格对中国古代艺术有一定影响。中国唐代佛教壁画、雕塑中的一些造像姿势也多作此状。


飞天
 　佛教壁画或石刻中飞舞的空中之神。飞天，亦称香音神，为佛菩萨的侍从，其职能是弹琴奏乐，散花喷香，给人以幸福愉快。佛教壁画或石刻中的飞天形象，表现出佛教对于古代雕塑及绘画艺术的巨大影响以及古代无名艺术家飘逸夸张的艺术想象力和技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在我国敦煌石窟中，飞天形象所表现的审美趣味，早期与晚期有较大变化。早期为西域式，上身半裸，宝冠裙帔，不长翅膀，不腾云彩，凭借两条彩带飘扬的动势飞舞于空中。晚期为中原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头与身的比例从早期的一比四逐渐发展到一比六或一比七，身段更显苗条，舞姿更加妩媚妖娆，具有高度的动态韵律感。

音乐舞蹈


音乐美学
 （aesthetics of music）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音乐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音乐的特殊本质，音乐与现实的特殊审美关系，音乐的审美价值，音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音乐创作和音乐演出的特殊方式，音乐感知或音乐作用于人们心灵的特殊途径和方式，音乐的形态及社会功能，音乐持续存在的特殊性，音乐欣赏的心理根据，等等。音乐美学思想出现得很早，公元前古代东西方的哲学家、学者已开始探讨音乐内容的情感性特征和音乐形式的数理特点。我国先秦时的《尚书》中就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论述。约在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乐记》，相当系统地论述了音乐的本质、起源、功能、音乐美感等根本性问题，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乐“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管子·地员》提出宫徵商羽角五音长度的比例；《吕氏春秋·音律》算出了十二音律长度的比例。其后，魏晋时嵇康、阮籍、葛洪及明代王守仁、李贽等对音乐都有独到见解。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音乐对心情的影响，并用不同的比例数来解释几个协和音程（1∶2是纯八度，2∶3是纯五度，3∶4是纯四度）。柏拉图认为节奏和曲调会影响人的灵魂，使之变得优美或丑恶。亚里士多德把乐调分为伦理的、实践的（行动的）、狂热的三种，认为音乐有教育、净化、精神享受（娱乐）三种功能。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乐派要求在人类的情绪中发现新的音乐天赋创造力。18世纪末维也纳古典乐派追求情感饱满和高度合理相辅相成的审美理想。德国古典哲学对音乐本质作了深入探讨。康德认为，音乐的根基是“诸感觉的美的游戏”或“快适的诸感觉的自由活动”，无标题音乐属纯粹美的范畴。黑格尔在《美学》中把音乐与绘画并列为浪漫型艺术，并把两者作了对比，认为“音乐所特有的因素是单纯的内心方面的因素，即本身无形的情感”。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美学要求乐曲情绪饱满达到狂热程度，而不惜削弱乐曲结构的严谨逻辑和理性因素。近代，“音乐美学”这个概念的出现，始于奥地利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他反对情感美学，提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旋律是音乐美的基本形象”的“自律论”，对现代欧美音乐美学思想和音乐创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初，黎曼（Hugo Riemann，1849—1919）的《音乐美学要义》（1900）是第一本系统的音乐美学专著。音乐美学在德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能量说”（以“力”和“能量”说明音乐本质）、音乐解释学（用心理学方法解释音乐内容）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客观表现主义、人格主义、语义学的音乐美学。波兰的丽莎（Zofia Lissa，1908—1979）著有《音乐美学问题》、《音乐美学基础》、《论音乐的特殊性》等，从音乐以声音为物质材料入手，对音乐反映现实的特殊性、音乐中感情因素与逻辑因素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我国“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丰子恺、赵元任、刘天华、黄自、萧友梅等对音乐美学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工作。1961年6月1日，贺绿汀在《光明日报》发表《音乐美学及其他》，提出建立我国独立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的课题，强调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研究，对提高音乐的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有深远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音乐美学研究更趋活跃，1982年10月在南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音乐美学座谈会”，一批论著陆续发表出版。我国对音乐美学的研究着重于重新认识音乐的美学特性，音乐产生美感的特殊方式，音乐的审美层次和美学追求，音乐的感染力、生命力等。


音乐美
 （musical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音乐这种以声音为物质媒介、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样式的美学属性。其特点为存在于时间的流动中，带有非具象性，以长短、高低、强弱、音色不同的音为基本素材，以节奏、旋律、和声、对位的纵横组织，表达一定情绪和感情。在内容方面包括表现现实生活的美和作品体现的思想感情的美，在形式方面包括旋律的美、音阶调式与和声等技巧性因素的美、音色的美。音乐美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求悦耳动听，能激起听众美好的感情。它通过演出中的二度创造化为音乐形象被人们所感受，演唱者和演奏者作为作曲家和听众的中介人，既要充分理解作品的含义、特征，又在二度创造中保持个性特点和自己的风格，产生艺术感染力。音乐反映现实的原则，不是如实地模拟、再现特定的客观事物、情景，而是通过概括性的比拟表现人们内心细致复杂的心理、感情。音乐美的本质不在“现实音响的概括”、“客观音响原型的人化”或音响物质形式的运动，而在于表情，广泛而自由地运用形式美的结构原则提炼、凝聚情感内容，并且可以把艺术的表情因素、方面发挥到极致。音乐美可以深入人心，陶冶性情，移风易俗，甚至起到激奋情绪、鼓舞士气的作用。


舞蹈美学
 （aesthetics of dance）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舞蹈艺术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舞蹈美的定义，舞蹈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创作方法、表演风格、观众心理、社会功能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舞蹈心理学、舞蹈观众学、舞蹈社会学等，都是舞蹈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舞蹈美学与一般舞蹈概论和舞蹈评论的区别是：除了描述性的探讨和品评外，还要对舞蹈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抽象的逻辑分析。舞蹈具有久远的历史，在各时代、各民族中均有丰富多彩的舞蹈，他们在运用舞蹈反映生活和表现作者审美感情的方法上有丰富的创造，体现了多样的美学思想。我国古代《乐记》中说：“舞，动其容也”，与诗、歌“三者本于心”；《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都指出了舞蹈的动作性、抒情性及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东汉傅毅（？—约90）的《舞赋》，认为舞蹈能比音乐、诗歌更好地表现感情，舞姿是随感情之变而变的。唐代杜佑（735—813）认为舞“动其容，象其事”。明代朱载堉认为“旋转”是舞的“众妙之门”，“乐舞之妙，在乎进退屈伸离合变态，若非变态，则舞不神”。闻一多的《说舞》（1944）是我国现代第一篇探讨舞蹈美学的专论，认为舞蹈有“综合性的形态”、“律动性的本质”、“实用性的意义”、“社会性的功能”。在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舞蹈是“借姿态的节奏来模仿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琉善（Loukianos，约125—约192）的对话《论舞蹈》，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全面论述舞蹈的理论文献，认为“舞蹈基本上是一门模仿、描绘的科学，它揭示心理的东西”，“舞蹈是一种彻底和谐的艺术”，“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有正确的节奏，美丽、均匀、和谐、统一。”18世纪法国舞蹈家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1727—1810）的《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对舞蹈的表演特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舞剧的情节性作了精辟论述，它反对纯技术性表演，倡导表现人的心灵和时代生活的诸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代舞兴起，美国邓肯（IsadoraDuncan，1877—1927）的《论舞蹈艺术》，强调丰富的想象和自由的表达形式，主张舞蹈与自然“浑为一体”，心灵与形体动作结合。科恩（Selma Jeanne Cohen）认为舞蹈是一种模仿艺术，马丁（John J.Martin，1893—）主张舞蹈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体的动作，而斯特劳斯（G.B.Strauss）则提出，舞蹈实际上是对人体姿势的一种体认。德国现代舞大师魏格曼（Mary Wigman，1886—1973）的《舞蹈的语言》，斯特劳斯的《支配（身体）的美学》，汉弗莱（Poris Hamphrey，1895—1958）的《创作舞蹈的艺术》等，都是颇有影响的研究舞蹈美学的论著。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舞蹈美学的研究有较大进展。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对舞蹈美的本体意义，舞蹈的基本特征，中国民族舞蹈的基本特点和风格，它与传统戏曲舞蹈的关系，以及舞剧与一般舞蹈的审美差异等。1985年10月，成立了全国舞蹈美学学会。


舞蹈美
 （orchestic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舞蹈艺术的审美属性。舞蹈是以经过提炼、组织和美化的人体动作姿态为表现手段，表达人物的审美感情和反映生活审美属性的艺术形式。舞蹈美的特征在于舞蹈的内容通过其形式（动作、韵律等）直接体现，即内容积淀于形式之中，使形式富有情感意蕴和意境。这种意境由舞蹈的节奏、动律、线条和神韵构成，具体表现为空间的美、动态的美、韵律的美和表情的美。空间的美指舞蹈的造型性质，通过有规律的人体运动如舞蹈的动作姿态、手势造型、画面队形等传递美的信息，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在这一点上，它与造型艺术相似。动态的美指舞蹈的时间性质，舞蹈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不像诗歌、散文、小说等那样具有欣赏的可逆性，对它的欣赏也是一种动态的审美。在这一点上，它又具有音乐的形象塑造意义。韵律的美指舞蹈的节奏意义，即在人体结构的可能条件下，某种动作方向、速度、力度的体现。表情的美指舞蹈的目的意义。“歌以叙志，舞以宣情”（阮籍《乐论》），手舞足蹈的目的在于抒发情感。因民族和时代的差异（生活方式、感情特色、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对舞蹈美的要求也呈差异性。如非洲的民间舞蹈和亚欧地区的踢跶舞，特别注重舞蹈美的节奏意义，有的舞蹈还直接以鼓伴奏，来加强舞蹈的节奏感；而芭蕾舞却偏重于舞蹈美的空间造型——舞蹈的姿态造型；现代舞则破除形式上的严格规范，追求对内心感情的自由表现。舞蹈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舞蹈的审美活动具有普遍性意义。


音调
 （tone）　音乐表现手法。有特定风格的音乐语言。不同时代、民族、地区、流派、作曲家及不同体裁的音乐，各有其不同风格的音调。


音程
 （interval）　音乐表现手法。两音间的距离。计算音程的单位称“度”。八度以内的音程称单音程，超过八度的称复音程。两个八度以内的复音程，仍按其所含音级数称呼（如九度、十二度）。两个八度以上的复音程，则在单音程名称前标明超出的度数（如超出两个八度的二度）。度数相同的音程，又因其所含全音和半音的数目不同，而有纯（或完全）、大、小、增、减、倍增、倍减等区别。通常情况下，同度（或纯一度）、纯四度、纯五度、纯八度、大小三度、大小六度及其相应的复音程为“协和音程”，其余各音程为“不协和音程”。


不协和音程
 （dissonance）　见“音程”。


协和音程
 （consonance）　见“音程”。


调式
 （mode）　音乐表现手法。若干高低各不相同的乐音，以其中最具稳定性者为中心，按一定的倾向关系所组建的音体系。通常中心音即主音为该调式之起讫，其余各音依序排列成音阶。例如最常见之大调式与小调式音阶。不同的历史、地区、人文环境可产生不同结构的音阶、调式。现代音乐中按作曲家主观愿望设计的调式称“人工调式”。


调性
 （tonality）　音乐表现手法。指音乐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调式特性。即调式中各音对主音的倾向性和各音间的相互关系所造成的一种性质。各音、各和弦间无调性中心、无功能联系的创作手法称“无调性”。


无调性
 （atonality）　音乐表现手法。见“调性”。


主音
 （key note）　音乐表现手法。调式中的核心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调式的各音排列成音阶时，其第一音即为主音。


属音
 （dominant）　音乐表现手法。大、小调中主音上方的纯五度音。属音对调性所起的稳定作用仅次于主音。


转调
 （modulation）　音乐表现手法。音乐进行中的调性转换。它既可是调音高的改变，也可以是调式的变化。通常以新调终止式的确立为转调的特征。


移调
 （transposition）　音乐表现手法。乐曲或乐曲的一部分从一调移至另一调。如原C调的乐曲移至D调。


旋律
 （melody）　亦称“曲调”。音乐表现手法。音乐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指一系列乐音的有组织的进行。该词来源于希腊语[image: ]
 ，由表示歌或旋律的[image: ]
 和表示诗的[image: ]
 两个词合成，表示诗中附加音乐之意。旋律由两种成分组成：一是按乐音的高低不同形成的旋律线（又称音高线），二是按音的时值和强弱不同形成的节奏。这两种成分的不同复合方式产生不同的旋律形态，不同形态呈现不同的情绪和效果。旋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单一旋律，由纯旋律要素组成，可以有自由节奏；二是复调音乐中几个旋律保持着独立性同时又互相结合，伴有定量节奏；三是主调音乐用多声部演奏一个旋律，其他则为和声。旋律在一定的时间中延伸，表现一定的感情、情绪或意义，在音乐里是最直接地诉诸感情的要素，是构成音乐形象的基础。音乐的内容、风格、民族特征、艺术价值、感染力首先通过旋律表现出来，音乐中的其他成分如和声、配器、演奏和演唱都依托旋律发挥不同的功能。某些器乐作品强调音色与和声色彩效果，而以旋律为次。有些打击乐作品及现代派音乐不包含旋律。


和声
 （harmony）　音乐表现手法。音乐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该词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组织，在古希腊表示有秩序的音的联系，即音阶。近代指乐曲中音高不同的两个以上的音按一定规律同时发声。包含三个以上的音的和声称为和弦，通常各音按三度音程叠置，其中三个音组成的为三和弦，四个音组成的为七和弦（因最低一音与最高一音构成七度音程，故名），五个音组成的为九和弦，五度和三度结合起来的称不完全和弦，不能排成三度和五度的称偶然和声。研究和声规律和各种和弦特性、连接方法、音响效果的学科为和声学。和声出现于公元9世纪末的欧洲音乐中，原始形态为二部平行九度或平行四度，名为奥尔干农（Organun）；1650年起转变，标志为严格的调性的确立，变化和弦异名同音等开始采用。18、19世纪和声的功能效果得到有意识的发挥和充分的发展，这时期，调性功能和声被置于音乐结构的中心，乐曲的一切要素要受其原理的支配和控制。根据这个原理，和声现象还原为单纯的S（下属音）——D（属音）——T（主音）的关系，较轻视和声要素与音色要素的关系。19世纪末印象主义音乐家把音色的作用明显扩大。和声的作用是增强乐曲的厚度、空间感和表现力。


和弦
 （choral）　音乐表现手法。按某种音程叠置而形成的音响结构。在大、小调和声中为三度叠置，叠置二次者称三和弦，超过二次叠置者，则以最高音与最低音所构成的音程名之，如三次叠置为七和弦，四次叠置为九和弦等。和弦的原始形式谓“原位”，它的最低音谓“根音”。和弦的其余各音以其与根音的音程名之，如三（度）音、五（度）音等。和弦的构成音作半音变化时称“变和弦”。和弦的各音先后发响时称“分解和弦”。


变和弦
 （altered choral）　见“和弦”。


分解和弦
 （broken choral）　见“和弦”。


力度
 （dynamics）　音乐表现手法。音量的强弱程度。西方音乐自18世纪上半叶以来，逐渐通用意大利文的力度记号，沿用至今，为各国所普遍采用。主要的力度记号分为：最弱、更弱、弱、中弱、中强、强、更强、最强、突强、渐强、渐弱。


节奏
 （rhythm）　音乐表现手法。指各种音响有一定规律的长短强弱的交替组合。是音乐的重要表现手段。


板眼
 　音乐表现手法。中国传统音乐的节拍。强拍击板，故称该拍为“板”；次强拍和弱拍则以鼓签敲鼓或用手指按拍，分别称为“中眼”、“小眼”，合称“板眼”。乐曲节拍由一板一眼构成的称“一眼板”，即二拍子；由一板三眼构成的称“三眼板”，即四拍子；无固定板眼的称“散板”；有板无眼的通称“流水板”。


重音
 （stress）　音乐表现手法。乐曲中强度较大的音。是构成节奏的重要因素。通常每小节强拍上的音都是重音，这些重音称“正规重音”。切分音以及在非强拍上而临时标以特强记号的音，称“不正规重音”。时值较长或在旋律中处于最高地位的音，亦常造成重音效果。


切分音
 （syncopation）　音乐表现手法。人为改变重音在节拍中地位所构成的重音。若强拍上为休止符或弱拍上标以重音记号，则弱拍上的音也能产生切分音的效果。


顿音
 （staccato）　亦称“断音”或“跳音”。音乐表现手法。源出意大利语。缩短音符时值，使音与音不连贯的一种奏（唱）法。


断音
 　即“顿音”。


震音
 （tremdo）　亦称“颤音”。音乐表现手法。指同音的急速反复演奏（专用于弦乐器），或不相邻的两个单音或一个音与一组音的急速交替反复，或一组音与另一组音的急速交替反复。也用以指鼓上用滚奏法奏出的音。


滑音
 （portamento）　音乐表现手法。从一音向上或向下滑至另一音的唱（奏）法。


连音
 （legato）　音乐表现手法。译自意大利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出现的音符连贯无间地奏（唱）出的一种技法。在器乐中，亦称“连奏”。


装饰音
 （ornaments）　音乐表现手法。旋律音的辅助音。其起奏时间根据不同风格时期而异，常见的有倚音、波音、回音、颤音等数种。


噪音
 （noise）　音乐表现手法。不谐和、不规则的杂音，由许多正弦波杂乱混合组成。它的振动及曲线没有一定的规则，不能测定音响频率及周期，没有明显的音调及音高，因此不能满足人耳的正常听觉，干扰音乐音响体系的有规律有组织的表现，破坏音乐形象的完整性。乐器制作、歌喉训练、演唱演奏为产生最佳音响效果和艺术魅力，一般都尽量克服和避免噪音。在特定的风格流派（如现代派）中，或音乐表现有特殊需要时，有意识地采用和增强噪音，也可以造成各种特殊的音乐色彩和特定的音响效果，渲染某种气氛和情绪，如打击乐的运用等。


对位
 （counterpoint）　音乐表现手法。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声部的曲调在和谐的织体中的结合。各声部在旋律上和节奏上都有独立性，以有旋律性格的节奏上的独立性尤为重要。对位与和声密不可分，和声的传统规律从历史上说是对位的产物，对位法的基础则建筑在近代和声观念上。对位法与和声学是作曲的两大基础科目。中世纪初，对位艺术开始萌芽；到13世纪初已渐趋成熟；16世纪更为系统化，意大利音乐家扎科尼（Ludovico Zacconi，1555—1627）在《音乐实践》（两卷，1592和1619）中举出了一系列两声部对位的处理方式；后18世纪奥地利音乐家富克斯（Jobann Joseph Fux，1660—1741）著《登帕纳塞斯之阶》，总结出五种类型的对位法式（一音对一音，二音对一音，四音对一音，变节奏对位，华彩对位）;19世纪又出现自由对位法。在实践中，对位法不断发展出许多新的技巧、手法。对位的美学意义在于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使人在这一时间艺术中获得空间感受，并为音乐形象体现矛盾、冲突的内容和复杂的精神世界开辟了道路。


配器
 （orchestration）　音乐表现手法。管弦乐中各种乐器的配合。用以充分表现乐曲的内容和风格。


吟揉
 　音乐表现手法。琴的弹奏指法。吟，左手按弦在某一徽分上作短距离的往复摆动；揉，在徽分下方作较大距离的往复摆动。用以使琴音圆润而有韵味。


散音
 　音乐表现手法。弹奏琴、琵琶等弹拨乐器时，左手不按弦，仅以右手指弹弦所发出的空弦音。


指触
 　音乐表现手法。演奏键盘乐器时手指与键接触的方法。手指按键时的不同速度、力度、高度以及手指保持个别音的不同长度等，均会影响发音音质及音与音之间的连贯与间断，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


声部
 （voice part）　音乐表现手法。结合两行以上旋律或两个以上音的音乐的每行旋律或每条音线。如二重唱包含两个声部。


假声
 （falsetto）　音乐表现手法。演唱方法。发声时声带不完全闭合，胸腔亦不起共鸣作用。通常为男歌唱者所用，以取得特殊的音色效果，或模仿女子的声音。欧洲中世纪教会严禁妇女参加圣歌合唱，故在合唱中，女低音声部常由成人男子用假声演唱。在很多国家民间流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旦角和小生常用。


独唱
 （solo）　音乐表现手法。声乐演唱形式。由一人演唱，常用乐器或乐队伴奏。亦有用人声伴唱的。


齐唱
 （unison）　音乐表现手法。声乐演唱形式。两个以上的歌唱者，按同度或八度音程关系同时演唱同一曲调。


重唱
 （ensemble）　音乐表现手法。声乐演唱形式。每个声部均由一人演唱且各声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多声部声乐曲演唱。按声部或人数分类，有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等。重唱为室内乐的演唱形式之一，亦广泛应用于歌剧中。


领唱
 （lead a chorus）　音乐表现手法。声乐演唱形式。一唱众和（齐唱或合唱）的演唱形式中具有引领众人歌唱的独唱部分。独唱者称“领唱者”。民间的集体劳动歌曲中，如大部分号子中有领唱形式。


合唱
 　（chorus）音乐表现手法。声乐演唱形式。两组以上歌唱者各按本组声部演唱同一乐曲。分同声（纯粹是男声、女声或童声）、混声（男女声混合）两类；又根据声部的多寡再分为女声二部合唱、男声三部合唱等。常见的为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的混声四部合唱。一般有乐器伴奏，纯粹由人声演唱者，称无伴奏合唱。


无伴奏合唱
 （a cappella）　音乐表现手法。声乐演唱形式。一种不用乐器伴奏，充分发挥人声特性的合唱。拉丁语称作 a cappella，意为“按教堂风格”。cappella 一词本意是指教堂中参拜圣者的地方，后转指圣咏团的所在地或圣咏团本身。


美声唱法
 （bel canto）　音乐表现手法。17—18世纪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演唱方法。其特点是：具有饱满的气息支持和灵活自如的呼吸控制能力，音色优美、明亮、圆润、丰满，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匀净，花腔装饰乐句流丽灵活。


独奏
 （solo）　音乐表现手法。器乐演奏形式。由一人演奏某一乐器，常用其他乐器或乐队伴奏。


齐奏
 （unison）　音乐表现手法。器乐演奏形式。两个以上演奏者按同度或八度音程关系同时演奏同一曲调。


重奏
 （reprise）　音乐表现手法。器乐演奏形式。每个声部均由一人演奏且各声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多声部器乐曲演奏。按声部或人数分类，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等；按所用乐器分类，有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等。凡有钢琴参加的重奏，冠以钢琴之名，如“钢琴三重奏”等。


合奏
 （ensemble）　音乐表现手法。器乐演奏形式。多种乐器分组分别演奏一首乐曲中的某些声部。如管弦乐合奏、管乐合奏等。


助奏
 （obligato）　音乐表现手法。伴奏外的独奏乐器所作的陪衬演奏。如马斯内的独唱曲《悲歌》中的大提琴助奏。


伴奏
 （accompaniment）　音乐表现手法。歌曲或器乐曲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一件或多件乐器奏出，用以衬托主要的歌唱或器乐演奏的部分。如用钢琴或乐队伴奏独唱、重唱或合唱等。烘托舞蹈的器乐配乐，亦常称“伴奏”。


变奏
 （variation）　音乐表现手法。主题的变化反复。有固定低音变奏、固定旋律变奏、装饰变奏、和声变奏、自由变奏等类别。系统运用变奏手法的乐曲称“变奏曲”，其结构为“变奏曲式”。


音型
 （figure）　音乐表现手法。乐曲中一再出现的某种节奏型。通常具有一定的特征，能表达某种特定的情绪或意境。


动机
 （motif）　音乐表现手法。具有特性的音调及至少含有一个重音的节奏型。音乐结构的最小单位。是乐思发展的素材。


模仿
 （imitation）　音乐表现手法。一旋律在不同声部中的紧接出现。首先呈示的声部称“起句”或“主句”，随后进入之声部称“答句”或“应句”。答句与起句保持一致的称“严格模仿”，答句仅保持原有轮廓的称“自由模仿”。还可根据起句线型分为反向模仿、逆行模仿和逆转模仿。改变时值的模仿有扩大、紧缩等形式，可分为完全模仿、局部模仿。


模进
 　（sequence）音乐表现手法。一短小音乐结构以原有形态在不同音高上的反复出现。在旋律声部中的称“旋律模进”，在和声中的称“和声模进”。在原调范围内的称“调内模进”，按原型内部音程关系形成称“转调模进”或“移调模进”。


主导动机
 （leitmotif）　音乐表现手法。指大型音乐作品（主要是歌剧）中，用以象征某一特定人物、境界、事物或概念等的动机或主题。每当这一人物（或境界等）出现时，其主导动机亦随之出现，有时其节奏或音程略有变动。


主题
 （theme）　音乐表现手法。乐曲中具有特征的、处于显著地位的音乐思想。它是乐曲基本意象的载体。一部乐曲中往往有若干主题，通过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变化，可以表现不同的创作宗旨。


乐句
 （phrase）　音乐表现手法。乐段的主要构成部分。规模不一，相邻各乐句长度可相等，也可不相等。乐段常包括两个或四个乐句；二段式或非乐段结构的第二部分也可用两个以上的乐句构成。


乐段
 （period）　音乐表现手法。由若干乐句组成的段落，表达相对完整的乐思。最常见者有二句式与四句式两种，亦有整乐段一气呵成而不易划分句读者。


奏鸣曲式
 （sonata）　音乐表现手法。奏鸣套曲、重奏曲、交响曲、协奏曲等大型乐曲中主要乐章（通常是第一乐章）的结构形式。18世纪中期成型。由三部分构成。（1）呈示部，包括在主调出现的主部及在从属调性上出现的副部，主、副部往往形成对比，其间有连接部，最后有结束部。（2）展开部，通过各种作曲手法使不同乐思得以充分发展。（3）再现部，为呈示部的再现或变化再现，通常以主部与副部在主调上的统一为标志。较大型的结构往往在曲首冠以引子，在曲终殿以尾声，以补足未尽之意。奏鸣曲式还有各种变体，如无展开部奏鸣曲式及和其他曲式混合构成的复合奏鸣曲式等。现代奏鸣曲式的作品并不严格遵守上述原则。


变奏曲式
 （variation）　音乐表现手法。主题及主题的一系列变化反复的结构形式。以变奏技法为创作原则，由主题及随后数量不等的变奏段落组成。主要类型有：固定低音变奏、固定旋律变奏、装饰变奏（严格变奏）、自由变奏（性格变奏）、混合变奏等。变奏曲式除独立运用外，还可作为大型套曲中的一章。如贝多芬《降A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回旋曲式
 （rondo）　音乐表现手法。一再反复的基本主题与若干各不相同的插部交替出现的结构形式。起源于欧洲民间的轮舞曲和法国的回旋诗。主题结构较为完整，全曲一般有五段，插部与基本主题之间常缀以过渡句，使前后贯穿。适宜于表现活跃欢腾的情景，故当奏鸣曲、重奏曲、交响曲、协奏曲等需以热烈的气氛结束时，常用于末乐章。与奏鸣曲式结合运用时，称回旋奏鸣曲式。


他律美学
 （Heteronomie-aethetik）　制约着音乐的原理和规则来自音乐之外的美学观。最早见于德国音乐学家伽茨（Felix Gatze）于1929年出版的《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一书。包括内容美学和化身美学。内容美学以“内容形式”为依据，认为：音乐暗示音响以外的东西；音乐是音响以外的东西的表达、语言、映象、比喻、象征、符号和标记；音响之外的东西正是音乐的内容，正是这种内容的性质决定了音乐作品的结构。内容美学包括教条的内容美学、形式美学（或称负内容美学）、部分的内容美学和假定论的内容美学。化身美学以“现象本质”为依据，认为：音乐暗示音响以外的东西；音乐是音响以外的东西的躯体、化身和体现；音响以外的东西则在音乐中得以体现、表现和显示。他律美学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音乐的美学基础。


自律美学
 （Autonomie-aethetik）　制约着音乐的原理和原则来自音乐之内的美学观。认为音乐是自成一体的，它不暗示音响以外的东西。音乐既不是作为音乐内容的音响之外的东西的表达、语言、映象、比喻、象征、符号和标记，也不是情感。音乐除了它自身之外什么也不表达、不意味，音乐完全是自律的。自律美学否认音乐中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分割，认为二者实为同一，音响结构就是一切。这种美学观在欧洲19世纪后半叶逐渐兴起和发展。19世纪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1854）中标志着自律论美学观的最终确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一次为音乐美学中的形式自律论从哲学美学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纯意向性对象
 （purely intentional object）　指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纯粹特性。由音乐现象学代表人物茵加尔顿（Roman Ingarden，1893—1970）提出。茵加尔顿认为，音乐作品的存在超越了空间和时间，它是一种不同于现实世界中实在对象的“非实在对象”。音乐作品是依附于人的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它的存在依赖于创造者、演奏者和欣赏者的一系列意向性活动。音乐意义的单层性结构决定了欣赏者在对作品的感受过程中以更大量、更强烈的意向性活动去填充它，赋予音乐作品以更多的主观意识以参与构造音乐作品这个意向性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音乐作品作为一种意向性对象，具有更加“纯粹”的性质。


幻想力
 （imagination）　指存在于情感和理智之间的一种音乐意识能力。汉斯利克在其著作《论音乐的美》中提出。在音乐鉴赏中是对音乐美的一种纯表象的直观活动，是鉴赏者对连续的乐音形式的直接把握和观察活动。在音乐创作活动中，作曲家也通过自己的幻想力，以音乐特有的手段塑造出纯粹的形式，以此表达其音乐观念，创造出音乐的美。汉斯利克称这种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幻想力为音乐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时间幻象
 （virtual time）　指音乐等艺术作品虚幻性。系艺术符号理论的代表人物苏珊·朗格提出。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是现实世界之外的“虚幻物”，它们创造的是虚幻的世界。音乐就其存在方式的本质而言，是一种“时间的幻象”。乐音的运动是一种纯粹的“听觉幻象”，是与审美主体内心体验相联系的“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的绵延。音乐所展现的正是通过声音媒介创造出来的虚幻的时间。这个虚幻的时间是由人类生命的、情感的活动本身所标示的，是音乐的基本幻象。音乐的独特本质正是通过运动着的可感的声音形式，创造了一种与实际的时间世界相分离的、纯粹虚幻的时间世界。


舞蹈表情
 （dance expression）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三个基本要素之一。运用舞蹈手段表现出的人的各种情感。具体包括：（1）面部表情；（2）人体的动作、姿态和造型；（3）人体动作的节奏。动作的特点和动作节奏的快慢、力度、幅度大小，能鲜明地表现出思想感情的不同和变化。


舞蹈节奏
 （dance rhythm）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三个基本要素之一。舞蹈在动作、姿态、造型上力度的强弱、速度的快慢、时间的长短、幅度的大小。它是形成各种不同舞蹈风格特点的重要因素。不同的舞蹈节奏能表现出人物形象的复杂感情。它把各种舞蹈动作有规律地组合起来，使舞蹈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舞蹈构图
 （dance composition）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三个基本要素之一。舞蹈在色、线、形等方面的合理布局。其中包括舞蹈队形变化中形成的图案；舞蹈静态造型所构成的画面。是舞蹈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作品主题的表现、意境的创造、气氛的渲染、形象的塑造，都有重要作用。


舞蹈表演
 （dance performance）　舞蹈表现手法。运用人体动作、姿态、造型等塑造的舞蹈形象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一般与美术、音乐结合。舞蹈演员是舞蹈表演的主体，他受作品的制约，但又具有再创造的主观能动性。


舞蹈形象
 （dance figure）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中被欣赏者感知的体现作品内容的主要对象。分为人物形象和动态形象。人物形象由人体的动作、姿态和造型并借助音乐、道具、服饰、化妆、灯光等构成；动态形象由人物形象及场面构图、队形变换等构成。舞蹈形象通过空间展现，有着确定的状貌和具体的视像；在时间中流动，在不断运动中形成、发展、变化；它符合形体美的法则，给人以美的熏陶；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典型意义，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


舞蹈动作
 （dance movement）　舞蹈表现手法。经过艺术提炼、组织和美化了的人体动作。是舞蹈最基本的单位和艺术手段。狭义指运动过程中的动态动作。广义包括动态动作、姿态、步法、技巧等方面。舞蹈动作是各种动作在一定的顺序、方向、力度、速度和幅度上组合与变化，它服从于舞蹈语言和整个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舞蹈动作必须具备逻辑性、节奏、韵律、构图、风格等因素。


动态动作
 （kinetic movement）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运动过程中的动态动作。包括单一动作和过程性动作。如中国舞蹈的俯、仰、冲、拧、扭、踢、“云手”、“穿掌”、“凤凰三点头”、“风摆柳”；芭蕾的蹲、屈伸等。


姿态
 （gesture）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运动过程中的静态动作或动作后的静止造型。如中国古典舞蹈中的探海、射燕、卧鱼；芭蕾舞的“阿拉贝斯克”等。


步法
 （footwork）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运动过程中以脚步为主的移动重心或移动步位。如中国舞蹈的“圆场”、“蹉步”、“云步”；芭蕾舞的“滑步”、“摇摆步”，舞会舞蹈的三步华尔兹等。


技巧
 （technique）　舞蹈表现手法。舞蹈运动过程中有一定难度的技巧性动作。如中国舞蹈的“飞脚”、“旋子”；芭蕾舞的各种跳跃、旋转、托举等。


舞蹈审美意象
 （aesthetic image in dance）　人们在创作、欣赏、感受和体验舞蹈艺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合目的性的个别形象或形象系列。由舞蹈语言创造，舞蹈语言有“意”有“象”。动作姿容的外表形态是舞蹈的“象”，动作姿容的内涵是舞蹈的“意”。“象”因其直观可感性而“显意”、“尽意”。舞蹈中审美意象的创造手法包括：一、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即用动态造型网络、营造意象；二、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意象，即通过赋予舞台形象象征含义或改变其象征含义以营造新意象；四、以虚拟物象表现内心视像；五、利用道具的象征功能创造意象等等。


舞蹈意境
 （artistic conception in dancing）　舞蹈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意”指舞蹈作品所表现的感情和思想，是赋予舞蹈原动力的情思、情志和情意；“境”指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客观环境。舞蹈意境主要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艺术特写与描绘来创造，以引起观众的艺术想象，促成丰富的审美感受。舞蹈意境的结构层次表现为：景—情—形—象—境（意境）。其中景是舞蹈作品的特定时空，是舞蹈作品中触发人物情感的外部环境；情是舞蹈的原动力，是舞蹈作品中人物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形是人体的外部形态，是经过舞蹈家按舞蹈艺术规律的提炼而形成的有节律和形式美感的审美形态；象是形的凝练与升华，是准确鲜明刻画人物个性，饱含人物内心激情的外部形态，是姿态造型和运动过程组合有序的动态形象。境（意境）是情与景的交融，是为引起观众的艺术联想而试图达到的“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的艺术境界。意境是舞蹈的灵魂。它依靠动作、结构安排的对称、均衡、场面的丰富变化与和谐统一，借助服饰、道具、灯光和象征性的舞美设计，特别是音乐的烘托和渲染，形成多层次的美感效应，产生震撼人心的巨大感染力，综合体现多方面的舞蹈意境美。


舞剧审美
 （aesthetics of dance drama）　人类审美意识在舞剧人体动态形式中的对象化。舞剧以人体的动律为基本的要素，把舞蹈、音乐、戏剧等重要因素结合起来展现人体美的动律，是人体动态、音响动态、情节动态、人物性格动态有机统一的复合结构。舞剧审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视听交融，在舞剧的审美中，只有视听觉的交融才能感受到舞剧的人体动律美、多种动态交织的美；（2）总体交流，欣赏者要综合体验乐、舞、剧等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复合结构及各种动态彼此补充、衬托，相互对照的内在关系；（3）内外结合，欣赏者要把表演家外在的动作、造型、姿态和表情与内在的心理活动精神动态相联系，由外至内、再由内到外地体会、感受剧作的情态基调，人物形象与个性、情节发展与矛盾冲突。

建筑园林


建筑美学
 （aesthetics of architecture）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建筑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建筑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本质，建筑艺术风格的形成及其与时代、民族的关系，建筑艺术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及其形成、发展、变化和运用，建筑美感的构成因素及其心理构成因素，建筑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建筑与自然美、环境美的关系，建筑艺术中的各种流派、美学思潮，对建筑艺术进行鉴赏的理论和方法等。我国春秋末年的齐国官书《考工记》、春秋战国时的《墨子》、西汉的《礼记》都涉及了建筑的功能、法规和审美伦理价值，其中蕴含着我国建筑美学思想的萌芽。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建筑与音乐的联系就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注意；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生卒年不详）在公元前1世纪写的十卷《论建筑》是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奠定了直到19世纪的建筑学基本体系，其中论述“建筑之基本原则”，强调“建筑须讲求规例、配置、匀称、均衡、合宜以及经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18—1580）在《建筑四书》（1570）中专门论述了建筑的形式美，认为“美产生于形式，产生于整体和各个部分间的协调、部分之间的协调”，对18世纪古典主义建筑影响很大。最早对建筑进行系统的美学研究的是黑格尔。他在《美学》第一卷中把建筑作为各门艺术系统的第一种，即象征型艺术的代表，开创了在美学中把建筑当作独立艺术门类进行研究的先河。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又出现了新的审美观念和理论流派。功能主义者认为，建筑物的美是由建筑物的形式与建筑物的功能、建筑物材料的自然属性以及建筑物结构的优美直接联系决定的；结构主义认为，建筑技术的成就，只是解决形式优美的任务的手段；“天然建筑”派强调建筑的“自然性”，即适应地形、建设和利用的条件。现代主义追求简明、单一、纯粹的风格，而60、70年代的后期现代主义则主张兼容并蓄，追求建筑的刺激性和有视觉快感的外貌，提出重叠、折射、对位、片断、导向、调整矛盾、矛盾并存等一系列构图方法。建筑美学长期来依附于建筑学理论和一般美学理论，20世纪中叶才出现形成独立学科的倾向。英国美学家罗杰斯·克拉斯顿的《建筑美学》是较有影响的论著。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建筑和建筑的艺术特征》（1961）对建筑的特征、艺术性、民族性、美观与实用、技巧作了论述。建筑美学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新兴学科，其研究与技术、材料的创新以及心理学的渗透密切关联。


建筑美
 （architectural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建筑艺术的审美属性。“建筑”（architecture）一词来自希腊语[image: ]
 （建筑师），原意为“巨大的工艺”。建筑艺术是通过建筑物的物质实体在三维空间体现的造型艺术。最初它是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产物，随着人类的进步，在实用功能中逐渐发展出审美功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有了“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建筑美是一定的社会审美意识与特定的建筑表现形式的有机统一，其特点为：实用性，建筑首先必须满足人类物质或精神生活的某种需要，审美价值不能脱离实用价值而存在；技术性，建筑的美学可能性受建筑技术达到的程度制约，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建筑美出现新的形态；总效性，周围的环境、内外装饰对建筑的审美属性、审美价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性，建筑是一种公共生活现象，在其他艺术中常见的对个人情感的表现，在建筑艺术创作中很难容纳。建筑美的内容包含：（1）建筑的形式美。它直接诉诸人的感官，表现在建筑的轮廓、序列组合、空间安排、比例尺度、造型式样、色彩装饰、节奏韵律、质感等方面，统一、均衡、比例、韵律、对比、布局中的序列、规则的和不规则的序列设计、色彩运用等，是建筑形式美的法则。（2）建筑体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物质文化风貌。建筑美具有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征，体现着一定时代和民族的社会政治、哲学、伦理观念，并受到民族文化传统、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的制约，如古埃及精确的几何形体的巨大金字塔，象征法老的威势和王权的不可动摇；古希腊雅典卫城的建筑群布局自由、高低错落，与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有关；古罗马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装饰丰富，与罗马帝国巨大的财富、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以及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分不开；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垂直结构，造成向上、高耸、缥缈的艺术效果，体现了宗教的意图；巴洛克式建筑的富丽堂皇、光怪离奇与17、18世纪的王公贵族的风习有密切联系；北京宏阔显赫的故宫集中体现着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文化的特征等。对建筑美的欣赏，可以通过角度、距离的改变和观赏点的移动，带来时间的推移，从而在空间景物的不断变化中唤起流动的感情。建筑美不再现具体的生活形象，它所激发的情绪带有朦胧、不确定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建筑被谢林、贝多芬（Ludwig von Beethcven，1770—1827）比喻为“凝固的音乐”。对建筑美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提高建筑艺术的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也有助于加深对其他造型艺术如雕塑、绘画、工艺美术等的认识。


园林美学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garden）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园林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园林艺术的特殊本性；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联系和区别；园林艺术中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关系；园林的有限空间与外界无限空间的关系；园林中布局、造型的形式美法则；欣赏园林艺术的方式和心理机制；园林艺术不同流派、风格的美学特点和美学追求；园林艺术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等。园林艺术是在居住和游览的双重目的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艺术，它超出了建筑的实用居住功能，而把观赏、游览、休憩的美学功能置于首位。园林美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自然美的研究和园艺占有重要位置，重视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协调；二是与建筑美学思潮、绘画美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欧洲17世纪强调规则、轴线对称、几何形构图的园林美学思想即从属于古典主义思潮；18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追求自然美、构图自由、崇尚中世纪田园风格的园林美学思想则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反映。我国园林美学思想源远流长。魏晋六朝时代，随着私家园林和寺院园林的大量出现，文人已开始进行品评。明代计成的《园冶》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园林艺术的专著，其中包含着重要的美学思想。他最早把造园当成一门艺术，认为“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园冶·兴造论》），强调艺术创造的主体作用和整体构思；主张“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园冶·借景》），使人“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同上），强调园林须有意境和诗情画意；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原则，强调保持自然的风格。对借景、布局、格式、装饰等手法亦作了论述。此书对我国后来的造园美学思想影响甚大，并流传至国外。明张岱在《琅嬛文集》中述及吼山陶氏书屋时说“护以松竹，藏以曲径，则山浅而人为之幽深也”（《琅嬛文集·吼山》），总结出在有限空间内造成幽深效果的原则，并对亭榭楼台与水的照应、回廊层楼曲房等人工建筑与山水风月等自然景色的关系作了论述。清李渔《闲情偶寄》中的“居室部”对我国古代造园理论作了较系统的总结，认为“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闲情偶寄·居室部》），须“自出手眼”，“标异创新”；强调途径、居室、窗棂栏杆、花石配置“宜自然”，能见“主人神情”。清周亮工（1612—1672）纂的《尺牍新钞》提出“园趣”的概念，认为同是园趣，而有荡乐悲戒之不同的感情色彩。现代，刘敦桢（1897—1968）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陈从周的《园林谈丛》都论及了中国园林的美学特征。陈从周的《中国的园林艺术与美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园林美学的一系列内容，认为中国园林是建筑、文学、艺术等的综合体，它体现出来的诗情画意，是中国园林美学的反映，主张园林重在“构”，由“构”而“意”而“境”。


园林美
 （beauty of landscape garden）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园林艺术的审美属性。园林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艺术，它以大自然风景为素材，通过概括和提炼，在园林布局、建造中创造出各种理想的境界，把人为的建筑物、各种植物、自然的或人工改造的山水统一成审美整体。园林美的特点：一是综合性，它综合了建筑美、自然美、绘画美、诗文美，其中自然美占有重要地位；二是实用性与观赏性结合，以观赏性为主导；三是物质环境与精神内容结合，通过各有物质实体的景物体现出造园者和激发起游园者的审美情趣。园林美包含三个层次：（1）个别景物、景点如建筑、山水（包括人工山水）、植物的美；（2）整体布局的形式美；（3）各种景物通过一定组合体现的意境美、精神内容。园林美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园林建筑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世界上的园林建筑可分为三大系统：欧洲大陆几何规则式系统，如凡尔赛花园；西亚系统，如巴比仑空中花园；中国自然式系统，该系统又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规模宏大，常以自然山水为基础而改造的帝王宫苑，另一类是基地微小，常以人工开凿兴建的官僚、富豪的私家园林。三大系统园林又可归为两大类：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典园林。两大类园林建筑在审美上虽然有着相类似的特性和风格，但又各有独特的审美性格。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在审美上追求规则、对称，具有强烈的几何造型感，如对称的布局，规则的建筑图案，修剪整齐的树草花圃，强调中轴线法则等，如法国凡尔赛宫。英国18世纪在经验主义、浪漫主义潮流影响下，则出现崇尚保持不加修饰的自然景观的园林，追求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庄园风格。中国古典园林，从三千年前史传殷、周之际的“囿”和《诗经》所咏的“园”开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审美上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特征和原则：以情造景，以景寓情，师法自然，利用漏窗泄景、丘峦借景、堆石造山、楹联匾题等诸种手段和亭台楼阁、假山池水、树木花卉、曲廊小楼的组合，创造出“诗情画意”般的绘画之趣和自然之美。中国造园艺术很早就传播到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一带，18世纪还传至英国等地，并曾风靡欧洲大陆。随着现代工业的高度发达，园林艺术越益受到人们的注意，它既有游赏、休息的作用，又有美化环境的功用。园林艺术美将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审美意识。


庑殿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屋顶形式之一。由四个倾斜的屋面、一条正脊（平脊）和四条斜脊组成。屋角和屋檐向上起翘，屋面略呈弯曲。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歇山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屋顶形式之一。由四个倾斜的屋面、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四条戗脊（垂脊下端处折向的一条）和两侧倾斜屋面上部转折成垂直的三角形墙面（称“山花”）组成，形成两坡和四坡屋顶的混合形式。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盝顶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屋顶形式之一。与庑殿或重檐庑殿相比，尖顶部分改成平顶，并保留周围的屋檐和屋角起翘，以减低屋顶高度。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北京故宫御花园中的钦安殿即为重檐盝顶。新中国成立后采用重檐盝顶兴建的大型公共建筑和纪念性建筑的艺术造型，都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如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等。


攒尖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屋顶形式之一。呈锥形。常用于圆形、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平面的建筑物上，形成圆攒尖和多边形攒尖。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卷棚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双坡屋顶形式之一。特点是两坡相交处成弧形的曲面，无明显屋脊。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悬山
 　亦称“挑山”。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双坡屋顶形式之一。特点是屋面两侧伸出山墙之外。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硬山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双坡屋顶形式之一。特点是两侧山墙同屋面齐平或略高出屋面。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戗脊
 　亦称“斜脊”。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四坡屋顶的斜向屋脊，或歇山屋顶在山面侧边垂脊下端处的斜向屋脊。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飞檐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传统檐部形式之一。上翘外伸的屋檐。在屋角处更为突出，状如飞翼，外形轻巧美观。常见于亭、台、楼、阁、庙宇和宫殿等建筑上。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为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须弥座
 　亦称“金刚座”。中国传统建筑的表现手法。传统台基形式之一。原为佛像下的基座，后为建筑所采用。一般用砖或石砌成，上有凹凸线脚和纹饰。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雀替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中枋与柱相交处的托座。形式有大雀替、龙门雀替、小雀替、通雀替、骑马雀替和刻有卷草等物的花牙子等。具有很强的艺术装饰作用。


斗拱
 　亦作“斗栱”、“枓栱”。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位于柱顶、额枋与屋顶之间的托座。主要由斗形木块和弓形肘木纵横交错层叠构成，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可使屋檐出挑较大，具有很强的艺术装饰效果。为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挂落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中梁枋下的装饰构件。一般用于檐下。在室内的称“挂落飞罩”。内缘作方、圆、八角形等式，用以划分室内空间。常用漏空的木格或雕花板做成形式精美的装饰品。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照壁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大门外对着大门单砌的墙壁。上多有浮雕或壁画。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


回音壁
 　建筑表现手法。能将声音沿墙面传送的环形墙壁。靠墙轻声细语，在远处贴近墙面仍能听清。如中国北京天坛南部的回音壁。


琉璃瓦
 　中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用于建筑物屋面的琉璃制品。系在陶质筒瓦、板瓦、脊瓦和檐头装饰物的表面烧上一层薄而细密的彩色釉而制成。具有较强的艺术装饰效果，富有民族色彩。


借景
 （spectacle-borrowing）　中国园林表现手法。造园时借园外的景物衬托、扩大、丰富园内的景致，使园内园外的景色联成一体，交相辉映。最早从理论上对此作出总结的是明代的计成，他在《园冶·借景》中说：“夫借景，林园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清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专门有一节论述“取景在借”，认为“开窗莫妙于借景”，把造园手法引申为通过游船、居室的花窗巧借自然景色，“作我天然图画”，并随视点改变，“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借景体现着我国造园、建筑的美学思想，富有民族特色。它使园内有无限的空间，浓缩、集中了园外的景物，使人工建造的物质环境与自然风光融为有机的审美整体。这种有限中见无限的特点，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审美感受空间，给人以有意无意、虚虚实实的美感。如北京颐和园的主要部分是万寿山和昆明湖，近处的玉泉山和较远的西山仿佛也纳入园中；济南大明湖巧借远处的千佛山，“佛山倒影”成为著名景观；厦门鼓浪屿的菽庄花园面积有限，由于巧借大海和远处的南太武山而显得广阔。借景能使园林更富有自然情趣和意境。

戏剧戏曲


戏剧美学
 （aesthetics of theatre）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戏剧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戏剧的本质、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社会功能及戏剧与其他艺术部门的关系，戏剧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戏剧与观众的关系，戏剧欣赏的审美特征，等等。戏剧一开始就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把戏剧作为重点剖析对象，通过悲剧和喜剧研究美的普遍规律及其在戏剧艺术中的具体表现，提出“模仿说”，奠定了欧洲戏剧美学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一批戏剧家、理论家打破亚里士多德为悲剧和喜剧划定的严格界限，提出悲喜剧交织的思想，并进一步探讨了戏剧的因素和戏剧的限制，反映真实、力求自然的呼声高涨。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以法国戏剧家为代表，强调以理智控制感情，颂扬公民义务，表现形式则要求规范化，*“三一律”被奉为金科玉律。18世纪启蒙主义戏剧美学以狄德罗和莱辛为代表，用“真实”、“自然”批判古典主义的刻板原则，强调真、善、美的统一，尤其是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对戏剧表演的美学问题作了系统研究。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了“冲突说”，把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及其解决，作为戏剧艺术的中心问题。近代戏剧美学是19世纪中期以来建立的。它围绕戏剧的本质、戏剧性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哲学意义的论说。德国瓦格纳（Richard Wagnar，1813—1883）主张把诗歌艺术（Tichtkunst）、音乐艺术（Tonkunst）和舞蹈艺术（Tanzkunst）综合为一体，将戏剧艺术称为“三T艺术”；法国布伦退尔（Ferolinand Brunetiere，1849—1906）提出“意志冲突”说，认为意志冲突是戏剧冲突的本质；德国弗莱塔克（Gustav Freytag，1816—1895）提出戏剧性的两个要素是内心意志和行动;法国萨赛在《戏剧美学初探》中反对永恒不变的法则,认为观众的存在是戏剧的本质、必要条件和始源；英国的阿切尔（William Archer，1856—1924）认为戏剧的本质是“激变”（一译“危机”）；美国的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1866—1936）认为动作（包括外部动作和内心动作）和感情是戏剧的要素；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不赞成戏剧由激烈的冲突、惊人的激变、显目的行动组成，主张戏剧面向平凡的生活，静止化，内心化。在表演领域，戏剧美学在欧洲有两大学派的对立：一为表现派，主张演员清醒、自如地掌握表演，公开承认舞台形象与实际生活的质的差别，代表人物有法国科格兰（Constant Coquelin，1841—1909）、德国布莱希特。一为体验派，主张演员与角色在表演中合一，表现自然天成、真情毕露，以“自然地激起有机天性及其下意识的创作”作为主要目标，代表人物是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对戏剧美学进行探讨，主要是介绍国外理论并与中国戏曲进行比较研究。其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虚拟。建国后较多介绍、研究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介绍、借鉴的基础上，还总结形成了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它被公认为兼有“体验”与“表现”二派之长的特点。进入80年代以来，对国外的戏剧美学从纵向、横向作了较全面的引进、研究，同时联系戏剧实践开展了专题性研究，着重从戏剧的综合功能、时空特性、再现与表现、纪实性与抒情性等方面作了探讨。在影视艺术冲击下，戏剧美学更注意研究戏剧艺术发挥自身优势的问题，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向。


戏剧美
 （theatrical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戏剧艺术的审美属性。演员、剧本、演出场所（不论剧场还是广场）、观众是戏剧必备的四个要素，这些要素的结合使戏剧美具有以下特点：综合性，文学、音乐（及音响）、美术（布景、服装、道具、化妆造型以及灯光）等因素通过演员的表演，集中、概括地表现一定的内容，诉诸人的听觉和视觉，在空间中展开和在时间中流动；直观性，采用代言体的方式，表现的事件、行动直接发生在观众的面前；交流性，众多观众集中在一起观赏，观众与演员之间（即台下和台上）形成情绪的交流，观众之间的情绪也互相影响、感染。戏剧美独特的魅力，在于通过冲突，激起观众心理、精神、感情上的反应。作为戏剧形象创造主体和创作材料的演员的表演，包括真实性、生动性和造型性，是戏剧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不同的类型，戏剧美可分为话剧美（以对白为主）、歌剧美（以音乐为主）、*戏曲美、哑剧美（主要是表演）；亦可分为悲剧美、喜剧美、正剧美。戏剧美随着戏剧艺术的形成而出现，在我国萌芽于先秦时期俳优的滑稽表演，在南宋时已成为完整的形态；在西方起源于祭祀歌舞，而在喜剧、悲剧中成型。由演员以代言方式表演一个事件（动作）是其主要标志。其发展循着两条互相关联的线索：形式方面综合性的增强或表现手段的丰富，内容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的增加。研究戏剧美可以更自觉地掌握戏剧艺术的规律，以便更广阔更深刻地在舞台上反映生活。


戏曲美学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opera）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戏曲艺术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为我国所独有。内容包括戏曲独特的美学本性，戏曲反映现实生活的审美方式和途径，戏曲形式美的规律，戏曲不同形态的审美特征，戏曲与观众的关系等。戏曲在公元12世纪的南宋时期形成完整的形式，但长期以来理论研究落在实践后面。明代中叶“临川派”、“吴江派”的争论展示了两种对立的美学见解和美学追求。“临川派”的代表汤显祖特别强调情的真挚和强烈，认为音律应服从情辞，随情辞之异而变。他在《戏神庙记》中提出“集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首次探讨了戏曲的特殊功能。“吴江派”沈璟则主张音律重于情辞，“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巧”，强调形式美的方面。王骥德在《曲律·论剧戏》中，论述了戏剧的基本特征，强调“可演可传”，在《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中又提出“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虚实相生、以虚拟为主，概括了中国戏曲的主要美学特征。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戏曲的特点作了更全面的论述。现代戏曲美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阿甲、焦菊隐、张庚等作了系统研究工作。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取得较一致的看法：（1）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强调虚中见实，虚实结合，“虚拟”是美学观的核心；（2）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强调形神兼备，以形写神，不求形似，尤重形式美；（3）在演员与角色的关系上，强调表现与体验的结合，尤重表现、演员的技艺性；（4）在演出与观众的关系上，强调给观众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吸引观众共同参加艺术形象的创造。


戏曲美
 （beauty of traditional opera）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戏曲这种融歌、舞、戏、美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样式的美学特性。戏曲是兼有体验与表现、而以表现为主要因素的艺术形式。它建筑在歌舞上面，一切动作和歌唱，都要配合场面上的节奏而形成自己的一种规律，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包括剧情、感情、意境的美，诉诸听觉的唱腔和伴奏的美，诉诸视觉的表演、舞蹈、武打的美。戏曲美与戏剧美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强调形式美的规律，要求带规范性、节奏性的程式与剧情、人物相结合运用。摒弃生活的原始形态，强调虚实相生、形神兼备，从生活中提炼出虚拟的动作加以美化。由于采用虚拟原则，舞台上表现时间、空间就取得较大的自由。唱、做、念、打（舞）是主要的四种艺术表现手段，它们综合为一体表现剧情，塑造人物，并唤起观众的想象和联想，共同完成艺术形象的创造。创造戏曲美要求艺术人员进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掌握各种技术性规范，同时又要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研究戏曲美可以有助于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也有助于提高对戏曲艺术的鉴赏能力。


曲艺美学
 （aesthetics of Chinese folk arts）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曲艺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曲艺这一艺术门类的美学本性，曲艺美的特征、构成和形态，以曲艺形式反映生活的独特规律，曲艺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联系和区别，曲艺自身独具的艺术表现手段和传达手段，欣赏曲艺的途径和方式及其对曲艺本体的制约和影响，曲艺内部各种艺术成分的相互关系，曲艺表演的性质、要求及与听众的交流方式，曲艺不同类型、形态的特征等。我国曲艺历史悠久，品种繁多，但由于长期在民间流传，备受歧视，因而缺少理论总结。曲艺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50—60年代，在对某些曲艺品种如相声、评弹、评话等的艺术特征的探讨中，涉及了美学问题。80年代，在对曲种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对各曲种美学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倾向。一般多从曲艺特有的艺术手段即与语意结合的艺术化音响，探讨声音和语言对反映生活及欣赏的途径与方式的影响，分析曲艺作为听觉艺术和想象艺术相结合的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势、制约、局限，找出曲艺与其他听觉艺术（如音乐、朗诵）、舞台艺术（如戏曲）、语言艺术（如文学）的区别。


曲艺美
 （beauty of quyi）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曲艺这种说唱艺术的审美属性。曲艺是由演员以经过提炼的语言叙事状物、描景抒情的艺术。其主要美学特征是：以表达明确语言概念的艺术化音响为手段，以或说或唱的形式叙述一定内容，通过接受者的想象创造非直观、非实体的内视形象。它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体，使作为叙述人的演员与被叙述的事件保持了一定距离，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由地表现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可以对曲情、书情作评析、注脚。曲艺美属于听觉美，主要诉诸人们听觉，其过耳即逝的特点，产生了强调发声吐字技巧、讲究字正腔圆和韵味等要求；在叙事方面，则要求交代明白，头绪清楚，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唱一类的曲艺是叙事诗与音乐的结合，腔调服从曲词，音乐向语言靠拢，以适应字的声调和句子的语调，似说似唱；说一类的曲艺重视语意与艺术化语音的结合，在口头语的自然语音基础上，调整变化其音长、节奏、速度、力度、音色、语调，赋予语音以音乐美和感情内涵。由于各地区的语音和民间曲调的不同，不同曲艺品种呈现出不同地方风格。曲艺使用的特定手段，决定了它存在的形态以及审美主体感受的方式、反映生活的途径，从而使它与其他听觉艺术区分开来。我国曲艺历史悠久，起源于劳动时的歌讴，先秦时已有职业艺人；唐代有“讲唱”、“变文”、“说书”；宋代有“讲史”、“鼓子词”、“唱赚”、“诸宫调”；元明有“讲史”、“词话”、“弹词”、“宝卷”等；清代有“评话”、“鼓子词”、“大鼓书”、“道情”等。现在全国共有曲种400个左右。随着内容和表现手段的丰富，曲艺美也逐步充实其内涵，并因曲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各有特色的具体形态。


三一律
 （the unities of action，time and place）　亦称“三整一律”。戏剧创作法则。要求剧本的情节、地点、时间三者须完整一致，即每剧须限于单一故事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于一天内完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论及希腊悲剧情节的“整一性”和演出时间对戏剧创作的限制。文艺复兴时期卡斯特尔维屈罗在《〈诗学〉提要与注疏》中据此提出“一个事件（情节），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的主张。这一主张开创了17世纪古典主义关于三整一律论的理论先河，是古典主义美学思想的体现。法国布瓦洛把三整一律奉为信条，并进一步概括为：“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18世纪以后，三一律受到浪漫主义作家的普遍反对而被打破。


三整一律
 　即“三一律”。


表演
 （perform）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演员按照角色的规定情境和思想感情，运用语言（包括唱词）和动作（包括舞蹈）创造角色形象，体现剧本的内容和主题。


即兴表演
 （improvisation）　戏剧表现手法。不依据剧本或未经事先排练的表演。


性格化表演
 （characterized performance）　戏剧表现手法。着重体现角色性格特征的表演。同本色表演对称。擅长这种技巧的演员，习称性格化演员。此外，凡性格的某一特征异常突出，以及形体畸形或心理、行为有特殊表现的剧中人物，习称性格化角色。


本色表演
 （original performance）　戏剧表现手法。按演员本人个性特点和原有自然条件扮演各种性格角色的表演。同性格化表演对称。此类演员习称本色演员。


程式化表演
 （stylized performance）　戏曲表现手法。按照形式的一定格式进行表演。中国戏曲的主要特征之一。


写实派表演
 （realistic performance）　戏剧表现手法。按照事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形态进行表演。


方法派表演
 （Method acting）　戏剧表现手法。通过个人自由即兴创造和个性表现进行表演。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原理与美国表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9世纪30年代形成。代表人物是美国李·斯特拉斯堡（Lee Strasberg）。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电影和戏剧表演界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方法坚持“下意识的分析性探索与个人强烈经验的运用”，强调演员个人生活情绪的推理性的体验，即来自演员自由的即兴创造和个性表现——演员必须在不受约束情况下，“从下意识中寻求情绪的真实”。具体包括松弛、情绪记忆和情感替代。情绪记忆通过一系列练习“引导演员再创造一种能导向表现力的情绪状态”，“亦即复活情绪的能力”，强调它比那些只追求用声音和身体最大的形体努力创造的情绪表示更有价值。情感替代通过练习引导演员把自己的情感替代角色相似的情感。方法派表演对促成美国现实主义的社会性戏剧在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局面功不可没，是对当代好莱坞发生了影响的一种风格倾向或意识形态倾向。


虚拟
 （fictitiousness）　戏曲表现手法。与“模仿”相对。通过夸张、浓缩、变形、美化等手法创造高度假定性的形象，概括性地表现生活及对生活的感受。明王骥德在《曲律·杂论》中提出：“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虚”从“实”（实际生活）来，经过提炼，脱离了生活的自然形态。这一思想吸取了中国绘画、曲艺、舞蹈的美学特点，又适应了叙事性与抒情性结合的作品在有限的舞台上表现的要求。中国戏曲以此为核心，构成完整体系。虚拟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空间虚拟，在平面的舞台上表现出立体空间的高低变化（如上楼下楼、爬山潜水、腾云驾雾等），在固定的舞台空间中表现不同的生活空间（如通过“圆场”、“走边”、跟斗等表现地点的转换）；二是时间虚拟，把长时间浓缩得很短，也可把短时间延伸、扩大；三是环境虚拟，以少量的道具或动作表现自然、生活和地理环境（如以蜡烛表现夜晚，以桨表现在水中行船等）；四是动作虚拟，人物通过身段动作来表现某种行为（如开门、关门而舞台上无门，以扬鞭代表骑马等）。戏曲的程式以虚拟为内在依据，虚拟以程式为表现形式。虚拟的美学意义在于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有限体现无限。它使艺术家在从事舞台艺术创造时，较少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取得更大自由，可以灵活地表现各种不同的生活和人物的精神世界。它要求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必须经过充分加工，符合形式美的法则。它能够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启动欣赏者的心理整合机制，使他们通过联想、想象在心中构成相应的意象境界，补充、完善虚拟的部分，从而获得更强烈的审美感受。


虚拟动作
 （fictitious movements）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演员不用实物或只用部分实物表演原需实物的动作。中国戏曲中应用最多。如以扬鞭虚拟骑马或以划桨虚拟行船等。


程式
 （style）　戏曲表现手法。舞台演出形式的标准和格式。是戏曲塑造舞台形象的基本语汇。本意为规程、法式。《荀子·致仕》：“程者，物之准也。”程式体现在戏曲舞台艺术的每个组成部分。传统戏曲要求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要程式化，每一个程式动作都有一定的内容和技术要求，如“起霸”表示大将出场，“趟马”表现骑马，“走边”表现夜间疾行等。程式的特点一是格律性，符合对称、和谐、多样化统一等形式美法则；二是规范性，相对稳定，可以泛用于不同的人物和剧目；三是虚拟性，抽取了最有典型性的因素加以夸张变形，舍弃了自然形态，通过诱发观众想象使人意会其含义。程式有双重的美学品格：它既是艺术创造的结果，又是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手段；既是相对定型的，又在实际应用时可加以变化。演员在创造角色时，可通过直接感情体验化为程式，也可以径直从程式入手。程式来自对生活的模拟和提炼，同时有高度的假定性，演员只有根据人物性格和规定情境把若干程式组合起来，做到内心体验和外部动作的统一，才能塑造出有美学价值的舞台形象。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研究戏剧的学者用“程式化”来概括戏曲演剧方法的特点，以与写实派话剧的演剧方法相对。程式化有利于发挥戏曲的特长和促使舞台艺术诸因素的协调统一。


程式动作
 （stylized movements）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经过艺术夸张的规范性表演动作。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能明确表达思想感情，塑造人物形象，并形成特有的艺术风格。是歌剧、舞剧、舞蹈演员艺术创造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戏曲中运用尤多。


台词
 （lines）　戏剧表现手法。剧中人物所说的话。包括对白、独白、旁白。是剧作者刻画人物、展示剧情、表达主题的主要手段之一。


对白
 （dialogue）　戏剧表现手法。剧中角色相互间的对话。是剧本台词的主要部分。


独白
 （monologue）　戏剧表现手法。剧中角色独自一人所说的台词。


旁白
 （aside）　戏剧表现手法。角色在一旁评价他人言行或表述本人内心活动的台词。假设为同台其他角色未曾听见，或作为直接同观众的交谈。戏曲中称“打背供”。


潜台词
 （sub-text）　戏剧表现手法。角色台词的内在实质。包括说话的目的、言外之意和未尽之言等。也泛指言外之意。


内心独白
 （interior monologue）　戏剧表现手法。演员借以表达角色思想情感活动的内部无声言语过程。演员在角色沉默、思考以及同对手交流时，以此来揭示其思想情感，并通过它在形体上所引起的反映传达给观众。


舞台美术
 （stage arts）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包括布景、灯光、化妆、服装、效果、道具等。它根据演出要求，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下，创造剧中环境和角色外部形象，渲染舞台气氛。


舞台灯光
 （lightening）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舞台美术造型手段之一。运用舞台灯光设备（如照明灯具、幻灯、控制系统等）和技术手段，以光的强度、色彩、分布及其变化显示环境、渲染气氛、突出中心人物，创造舞台空间感、时间感，塑造舞台演出的外部形象，并提供必要的灯光效果（如风、雨、云、水、闪电）等。


音响效果
 （sound effect）　简称“效果”。戏剧、戏曲表现手法。运用多种专用器具和技法，模拟或再现各种声响。


化妆
 （make-up）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根据角色的身份、年龄、性格、民族和职业特点等，利用化妆材料，塑造角色的外部（主要是面部）形象。中国戏曲则按不同的角色行当化妆，丑行和净行一般使用脸谱。


戏服
 　（wardrobe）戏剧、戏曲表现手法。根据角色的身份、年龄、个性和生活习俗等，利用服装塑造角色的外部形象。用以显示剧中特定的时代、民族、地区和特定的情境等。在中国戏曲中习称“行头”。


道具
 （stage property）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根据角色的身份、年龄、个性和生活习俗等，利用道具塑造角色的外部环境。用以显示剧中的特定的时代、民族、地区和情境等。通常分为：大道具，如桌、椅、床、机器等；小道具，如杯、壶、花瓶等；装饰道具，如书画、镜框等；随身道具，如烟袋、背包等。


布景
 （stage settings）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包括用以构筑舞台空间的立体景片、平面画景、帷幕和投影等。


抢景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演出时迁换布景的一种方法。即在幕间或暗转中快速迁移或更换景物，以适应时间、地点的变换。


暗转
 （blackout）　戏剧、戏曲表现手法。演出中变换时间或地点的一种方法。演出时短暂关闭灯光，以示时间间隔或暗中抢景转换剧中环境，灯光复明时继续演出，使剧情连接，不分散观众注意力。


反串
 　戏曲表现手法。指艺人饰演原来所属行当以外的角色。如生行演员饰演旦角或丑角等。


客串
 （guest actor）　戏曲表现手法。指非职业演员或非本班社演员临时饰演角色。


清唱
 　戏曲表现手法。不化妆的戏曲演唱形式。相对化妆的“彩唱”而得名。通常是一人独唱戏曲片段。也有数人唱整出戏的，俗称“清音桌”。又明代用笛、笙伴奏唱“散曲”，也称清唱。


加官
 　戏曲表现手法。演出中在节日或喜庆时外加的一种单人或多人表演。表演者戴笑容面具（名“加官脸”），穿红袍，手持书有颂词的数层条幅，边跳边逐层向观众展示，表示庆贺祝福，故亦称“跳加官”。


声腔
 　戏曲表现手法。某些具有共同音乐特征的腔调结合而成的体系。如西皮、二黄腔调被合称为皮黄声腔。影响广泛的声腔系统有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等。


腔调
 　戏曲表现手法。地区戏曲的特定音调体系。如西皮、二黄、吹腔、高拨子等。每种腔调大都包括许多板式或曲牌，如西皮中有慢板、原板、快板等。某些具有共同音乐特征的腔调可结合一起，构成戏曲声腔，并使用于不同剧种。


唱腔
 　戏曲表现手法。指人声的歌唱。同器乐伴奏部分相对。每个剧种都有一定的唱腔曲调，同一唱腔曲调又因演员具体行腔的不同而形成各种流派。


唱做念打
 　戏曲表现手法。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段，也是戏曲演员的四种基本功夫。指唱功、做功、念白、武打，习称“四功”。


身段
 （dancing figure）　戏曲表现手法。演员表演的各种形体动作的统称。如坐卧行走、上马下马、捋须甩袖、亮相等。大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逐渐提炼出来的舞蹈化的程式动作。


手眼身法步
 　戏曲表现手法。表演艺术的五种技术方法。习称“五法”。手指手势，眼指眼神，身指身段，步指台步。法字解释不一：一说“身法”应作为一项；一说“法”指其他四种技术有机结合的表现方法；一说法字为发（头发）字之误，指传统戏曲表演中的“甩发”技术。


四功五法
 　戏曲表现手法。演员唱做念打四种表演功夫和手眼身法步五种技术方法的合称。是戏曲演员的基本功。


台步
 （gait/stage walk）　戏曲表现手法。演员在舞台上走路所用艺术化步伐的泛称。传统戏曲中，根据剧中人性别、年龄、身份以及规定情境的差别，各有不同的台步，种类繁多，如云步、蹉步、醉步、蹀步等，都有一定的程式。


圆场
 　戏曲表现手法。剧中人在舞台上按规定的圆形路线绕行。速度有慢有快。或称为走圆场、跑圆场。根据路线的长短和方向，又分为大圆场、小圆场、正圆场、反圆场等。一般用以表示地点的转换。


走边
 　戏曲表现手法。剧中人在舞台上按规定的直线路线行走。多用于武戏。用以表示剧中人夜间潜行，靠路边疾走等。单人独行称单走边，两人同行称双走边。也有多人齐舞的集体走边。走边时击镲、小锣，并唱曲牌的称响边；只轻击堂鼓，不伴其他乐器的称哑边。


起霸
 　戏曲表现手法。剧中人通过连续的舞蹈动作，表现古代武将整盔束甲，准备上阵的情景。用以烘托舞台上的战斗气氛，显示军威的雄壮。全套的称整霸或全霸，半套的称半霸。剧中主要人物大多用整霸。两人同时起霸称双起霸。


亮相
 （stage pose）　戏曲表现手法。剧中人第一次上场时或一节舞蹈、武打完毕后所做的形体造型。通过塑像式的姿势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有一人亮相和两人或多人同时亮相的。


吊毛
 　戏曲表现手法。表演的一种跌扑技术。身体向前扑，头部向下，凌空一翻，以背着地，是生活中猛烈跌跤或惊恐而倒的舞蹈化动作。多用于文戏。


抢背
 　戏曲表现手法。表演的一种跌扑技术。身体向前斜扑，以左肩背着地，就势翻滚，是生活中遭受踢打而扑地的舞蹈化动作。多用于武戏。


云手
 　戏曲表现手法。通过双手相互协调的圆形动作，构成舞蹈化的姿态。用以表现人物的精神气度。因动作形态似行云状而得名。云手有正、反之别。在各行角色中，其部位和幅度大小各有不同。


趟马
 　戏曲表现手法。演员舞鞭并通过舞蹈化的手势、身段、步伐，表现人骑在马上的各种神情姿态。有单人、双人、多人等多种。趟马时只舞不唱。文武戏各行角色都用。


打出手
 　戏曲表现手法。一个剧中主要人物同敌对数人相互抛掷、接踢武器。用以展示惊险复杂的战斗情景，表现人物的机警灵敏和高超武艺。接抛迅速准确，形成种种舞蹈性场面。


自报家门
 　戏曲表现手法。介绍人物的一种传统手法。剧中主要人物第一次上场时用引子、定场诗、定场白等所作的自我介绍。内容包括姓名、籍贯、身世和剧中规定情境等。


定场诗
 　亦称“坐场诗”。戏曲表现手法。人物自我介绍的程式之一。剧中主要人物第一次上场念完引子以后所念的四句诗。多为七言体。内容大都为介绍剧中特定情境。


定场白
 　亦称“坐场白”。戏曲表现手法。人物自我介绍的程式之一。剧中主要人物第一次上场念完引子和定场诗以后所念的一段独白。内容大都为人物的姓名、籍贯、身世以及当时情境、心理活动等。


中州韵
 　戏曲表现手法。许多戏曲剧种在唱曲和念白时使用的一种传统字音标准。在读音、咬字、归韵、四声调值各方面均有特定规律。在念白中保留着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感、音乐性特别鲜明的声调。习称韵白或上韵。


京白
 　戏曲表现手法。传统京剧道白的一种。同韵白相对。读音、咬字、归韵均以北京方言为标准，但加强其音乐性和节奏感，形成一种吟诵调。


韵白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念白的一种。同用地方语言的念白相对。大抵以中州韵为读音、咬字、归韵的标准，四声调值有一定规律。有一种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语调。传统剧目中的正面人物和身份较高的人物大都用韵白。


面具
 （mask）　戏曲表现手法。传统戏曲中演员各种类型塑形化妆的一种程式。面部的塑形化妆，称“假面”、“脸子”；由面部扩及整个头部的，称“假头”或“套头”；由头部扩及全身的，称“假形”或“形儿”。由舞蹈的塑形化妆发展而来。其长处一是可以对演员的面、头、身作出夸张的雕塑性的改造，二是便于改扮。其缺点一是表情固定化，二是某种程度上妨碍演唱。戏曲除假面、假头、假形外，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和手法：（1）把假面与涂面结合；（2）把部分假头冠盔化；（3）把形儿缩为一种簪形头饰；（4）把假面制成可变假面。


脸谱
 （facial make-up）　戏曲表现手法。传统戏曲中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用各种色彩在面部勾画成种种纹样图案。各种人物多有特定谱式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对人物的褒贬。如用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粗直，白色表示奸诈等。主要用于净角。


行头
 （wardrobe）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服装的通称。包括盔、帽、蟒、靠、帔、官衣、褶子、靴、鞋等。各种角色行当和人物都有各种基本固定的式样和规格，以反映各种角色行当和人物的不同特点。一般色彩鲜明，纹饰华美，着重装饰性，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长锤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锣经。属于开唱锣鼓。具引起伴奏过门及配合开唱前身段动作的作用。依演奏速度，有“慢长锤”、“快长锤”之分。“慢长锤”是“长锤”后接垛头，领起慢板、原板等；“快长锤”后接“凤点头”，领起快板、流水等。


垛头
 　亦称“夺头”。戏曲表现手法。戏曲锣经。属于开唱锣鼓。或单独使用，或用在“慢长锤”后，京剧慢板、原板等板腔的胡琴过门也常在垛头中开始。


急急风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锣经。节奏强烈紧凑。多用以配合紧张、急促的动作，如匆遽的上下场等。


撕边
 　亦称“丝鞭”。戏曲表现手法。戏曲锣经。急促敲击单皮鼓而形成连续不断的清脆声音。用以突出剧中的某些唱白或动作。武戏中舞弄刀花、枪花、棍花时，亦往往停奏其他乐器，仅以撕边衬托。


四击头
 　亦称“四记头”。戏曲表现手法。戏曲锣经。大锣在单皮鼓、小锣和钹的配合下打击四记。音响、节奏均强。用以配合剧中人的亮相等动作。


叫头
 　戏曲表现手法。剧中人的激动呼号。有单叫头、双叫头、三叫头之分。一般使用单叫头，如京剧《宇宙锋》中赵艳容念“爹爹呀”。情绪特别高昂时重复使用，则为双叫头或三叫头。表演时由戏曲乐队以打击乐伴奏。


四平腔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明万历年间由江西弋阳腔稍变而成。曲调比较活泼，速度较快，有帮腔。明末清初受昆腔影响，发展出吹腔。清中叶以后日趋衰落，为某些剧种如调腔、徽调、婺剧等所吸收。


青阳腔
 　亦称“池州调”。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明嘉靖年间由弋阳腔、余姚腔结合民间曲调演变而成。有一唱众和的特点。运用夹滚和畅滚的手法，使曲词浅显易懂，更易于表达情感。明万历前后，闽、粤、湘、赣、鄂、晋、鲁等均有流传。今岳西高腔、湖北清戏、晋南清戏等剧种均渊源于青阳腔。


高腔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或以为是弋阳腔的俗名、别称。弋阳腔同各地剧种、方言、曲调结合而又保持了弋阳腔演唱徒歌、帮腔、滚调等特点形成的一种声腔系统的统称。


京腔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清初流传北京的弋阳腔同当地语言结合而成。演唱时金鼓喧阗，一唱数和，保持了弋阳腔的传统。乾隆前、中期为全盛期，乾隆末期逐渐衰落。


梆子腔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地方戏曲中用硬木梆子作打击乐器以按节拍的声腔的统称。主要流行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首先出现的是同州梆子和蒲州梆子，统称山陕梆子，亦称秦腔。梆子腔各种腔调大都高亢激越，其中秦腔对南方的川剧、汉剧、徽剧、绍剧等剧种，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梆子腔系统的剧种亦称“乱弹”。


西秦腔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亦称“琴腔”、“秦腔”、“甘肃调”。始流行于陕西、甘肃一带。明中叶传至东南沿海地区，清乾隆、嘉庆年间一度在北京盛行。伴奏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不用笙笛。有认为即今秦腔。


乱弹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出现于清代花部戏曲声腔兴起时期。（1）泛指昆腔以外的各种戏曲声腔。（2）指个别戏曲声腔。如梆子腔、皮黄腔。（3）指以唱“二凡”、“三五七”等曲调为主的地方戏曲。如绍兴乱弹、温州乱弹等。


吹腔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明末清初由四平腔发展而成。亦称“枞阳腔”、“石牌调”、“安庆梆子”。用笛子伴奏，曲调柔和委婉。为徽剧主要腔调之一。京剧、婺剧等也有。


高拨子
 　简称“拨子”。戏曲表现手法。戏曲腔调。明末清初西秦腔等结合民间曲调演变而成。音调激越高亢，原用弹拨乐器火不思伴奏，后改用胡琴。有导板、原板、散板等板式。为徽剧主要腔调之一。可与吹腔合用。


西皮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清初襄阳一带秦腔结合民间曲调演变而成。用胡琴伴奏。亦称“襄阳腔”。在京剧、汉剧、徽剧等剧种里，西皮都同二黄腔调并用，合称“皮黄”。板式有导板（倒板）、慢板（慢三眼）、原板、快板、散板等。曲调较为刚劲激昂、活泼明快。


二黄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清初由吹腔、高拨子在徽班中演变而成。一说源自江西宜黄腔。初用唢呐伴奏，后改用胡琴。亦称“胡琴腔”。在京剧、汉剧、徽剧等剧种里，二黄都同西皮腔调并用，合称“皮黄”。板式有导板（倒板）、慢板（慢三眼）、原板、垛板、散板等。曲调较为深沉稳重、凝练肃穆。


皮黄
 　戏曲表现手法。戏曲声腔。西皮、二黄两种腔调的合称。清初，西皮是汉调的主要腔调，二黄是徽调的主要腔调。清中叶西皮、二黄开始合流，至道光年间，徽、汉二调在北京成为京剧的基本唱腔。故有时也专指京剧。皮黄对湘剧、粤剧、桂剧、滇剧等许多剧种产生深远影响。


戏剧体裁
 （genre）　戏剧作品的表现形式。一般分为悲剧、喜剧、正剧、悲喜剧。（1）悲剧，一般认为主要表现主人公从事的事业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恶势力的迫害及本身的过错而致失败，甚至个人毁灭，但其精神却在失败和毁灭中获得肯定。（2）喜剧，指以可笑性为外在表现特征的一类戏剧。一般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构思、诙谐的台词及对戏剧性格的刻画，引人发出不同含义的笑，来嘲笑丑恶、滑稽的现象，肯定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由于描写的对象和手法差别，一般分为讽刺喜剧、抒情喜剧、荒诞戏剧和闹剧等样式。喜剧冲突的解决一般比较轻快，往往以代表进步力量的主人公获得胜利或如愿以偿为结局。（3）正剧，又称悲喜剧，是在悲剧与喜剧之后的第三种戏剧体裁。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部分作家从反封建专制和教会黑暗、宣传市民阶级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望的需要出发，提倡这种戏剧类型。其特征是不受古典主义创作原则的束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兼具悲、喜剧因素，能更真实、更直接地表现普通的社会生活形态。正剧理论的首创者狄德罗曾称之为“严肃的喜剧”；法国的博马舍继狄德罗之后就正剧的内容和形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定名为“严肃戏剧”。19世纪以后成为戏剧的主要类型之一。（4）悲喜剧,戏剧的一种类型。由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定名的。它兼有悲剧和喜剧成分，主要特点是用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主题，它既具备了外在形式上的喜剧形态，又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悲剧崇高感，常在“笑”的过程中令人产生出“悲”来，通常具有喜剧的圆满结局。


戏剧风格
 （style）　戏剧家的创作个性在戏剧作品中所显示出的艺术独特性。它的形成和显现，是戏剧家和戏剧作品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基本因素是戏剧家的个人风格。戏剧风格能构筑作品的审美特征，传达其美学价值。


戏剧假定性
 （theatrical convention）　译自俄语условность
 ，意为约定俗成、惯例。戏剧再现现实的条件之一。任何艺术再现都受约定俗成的惯例的影响，戏剧最大的惯例就是承认舞台上的角色是由演员装扮的，舞台是一个表演场所。此外，不同的戏剧风格，不同的戏剧种类都拥有自己的一套惯例。现实主义戏剧为了创造逼真于生活的幻觉，尽可能掩饰戏剧假定性，而非现实主义戏剧则充分利用戏剧假定性创造新的表现手段和语汇。


戏剧情境
 （situation of play）　亦译戏剧情景、戏剧境遇。指揭示剧作主旨发展变化的特殊具体的假定情境。它在特定的环境、事件和人物关系中形成，对剧本创作、演员表演和观众接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法国美学家狄德罗最早强调戏剧情境是“作品基础”和“主要对象”，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持有相仿的观点，他们都强调情境中包含矛盾冲突。由三个因素构成：剧中人物活动的具体时空关系；对人物发生影响的具体情况——事件；有决定性的人物关系。其重要性：情境作为一种客观的推动力，是导致人物行动的外因；是戏剧冲突、发展的基础，人物性格展现的条件。它是剧中人物发生共鸣的媒介，又是通过对人物“设身处境”的体验，进行审美判断的前提。


戏剧幻觉
 （theatrical illusion）　戏剧演出通过场景构建、情景渲染和表演烘托而使戏剧欣赏者达到共鸣和认同。

电影摄影


电影美学
 （aesthetics of film）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电影艺术作为社会现象和审美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电影反映生活、表现思想情感的一般规律，电影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段和形式美的规律性,电影作为综合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关系以及区别，电影艺术创作中不同的流派及其美学追求，电影欣赏的特点及与观众的关系等。电影美学是随着电影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自身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不像其他艺术门类美学那样在事后总结前人的经验，而是注重创立新说，参与艺术实践；二是热衷于提高电影的地位，注重寻求电影自身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电影诞生于1895年，但多年来不被承认为艺术。1911年意大利卡努杜发表《第七艺术宣言》，探讨电影的特征和作用。20年代初，欧、美一批学者的论著提出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强调电影与戏剧的区别，电影的特性是活动图形或绘画式活动。德国、法国的“先锋派”人士鼓吹“纯电影”理论，反对叙事，反对舞台化和文学性，主张非情节化、非戏剧化，通过抽象图形、纯粹的运动和节奏把现实变成梦幻。“超现实主义”者认为“电影的本质是超现实的”，能将生活和梦境、可感觉的与不可感觉的事物融合在一起。1924年匈牙利巴拉兹（Béla Balázs，1884—1948）出版《可见的人类和电影的文化》，对电影成为独立艺术的过程作了总结，归纳了电影独特的表现方法，阐述了蒙太奇的含义。一般将本书的出现作为电影美学诞生的标志。至30年代，苏联普多夫金（Всеволод
 Nлларионович
 Пудовкин
 ，1893—1953）和爱森斯坦（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
 ，1898—1948）建立起系统的*“蒙太奇”理论，被公认为电影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维尔托夫（Дзига
 Вертов
 ，1896—1954）则创始“电影眼睛派”，主张通过时间上随意的顺序，运用一切现代的记录手段，表现没有化妆的人，捕捉他们不在表演的瞬间。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勃兴，“纪实派”美学向“蒙太奇”理论提出挑战。法国的巴赞（André Bazin，1918—1958）和德国学者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提出电影影像本体论（又称照相本性论）和长镜头理论（又称场面调度理论），强调反映现实的逼真性和现实的多义性，摄影形象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这派理论对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兴起有很大影响。60—70年代，电影美学出现整体性、综合性倾向。法国电影教授让·米特里（Jean Mitry，1907—1988）在《电影的美学和心理学》（第一卷1963；第二卷1965）中对50年来电影美学涉及的问题作了概括、评析，有明显综合性质，对以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蒙太奇学派和以巴赞为代表的纪实派这两种对立的美学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调和。电影美学最新发展形态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法国梅茨（Christian Metz，1930—）的《论电影中意义的显现》（卷一，1968；卷二，1972）。主张从全面的、概括性研究转入精确的、科学性的研究，并运用这种科学对具体影片进行结构主义的“读解”分析，认为电影的核心是“意义的显现”——“经由符号系统来理解影片所传达的信息的人为过程。”我国的电影美学，最早在1925年侯曜写的《影戏剧本作法》中已有涉及，书中强调的电影与戏剧不可分离和重视电影社会功能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电影的主导。建国后，对蒙太奇理论做了大量介绍，并展开了电影特性的研究。80年代，电影美学成为研究的热点，对国外各种学派的理论作了广泛介绍，进行研究和探索，并于1980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电影美学讨论会。还翻译出版了一些电影美学代表作，如《电影美学》（巴拉兹，1952）、《电影美学概述》（H·阿杰尔，1957）、《电影作为艺术》（爱因汉姆，1933）、《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1961）、《电影艺术诗学》（多宾）等。


电视美学
 （aesthetics of television）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本体论，电视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它与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与电影的联系和区别，电视美的特点和不同形态，电视技术的改进对其艺术表现可能性和功能的影响；创造论，电视艺术反映生活、塑造形象的独特方式，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对艺术创造的特殊要求；接受论，电视艺术以家庭为主的欣赏方式带来的一系列特点，电视欣赏心理等。电视艺术是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最年轻的艺术，对它进行美学上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的。电视美学研究带有三个特点：（1）对电视艺术实践的参预性强，与电视艺术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确立同步；（2）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直播到磁带录像的发明与应用，以及高清晰度和大屏幕电视的开发，直接影响电视美学的变化；（3）在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符号论，一开始就被电视美学普遍运用。由于电视剧最集中地体现着电视艺术的特点，电视剧成为电视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电视能不能称为艺术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电视只是传播工具，只能记录、传播其他艺术品种，自身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而电视特别突出的娱乐功能，使其文艺节目充其量只能称为亚艺术；另一种认为，电视不但有传播功能，还有艺术创造功能，它自身的媒介特点，使它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即继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戏剧、电影之后的“第九艺术”。关于电视艺术的本体特征问题，亦有各种不同观点，一种是电影派，认为电视与电影的区别，只是录像机和磁带与摄影机和胶片的区别；一种是戏剧派，认为电视剧是荧屏上的戏剧，主要采用戏剧手法制作电视片；一种是广播派，主张充分发挥语言功能和传播功能；一种是独立派，认为电视艺术在综合其他艺术特长的基础上，已形成新质，其本体特征应从媒介和载体特点、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影像性质等方面考察。我国的电视美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王维超的《电视剧初探》、高鑫的《电视剧作概论》、蔡骧的《电视的基本特性》等论著，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电视艺术的本体特征、它与其他艺术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观众欣赏心理。1987年3月中国在太原召开了“首届中国电视剧美学研讨会”，讨论涉及电视艺术的纪实性、边缘性、兼容性、信息性等特征。电视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日益受到人们重视。


电影美
 （beauty of film）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电影这种综合艺术的美学属性。它随着电影成为艺术而出现，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其内涵。1895年，电影作为一种活动摄影技术问世，为真实、广阔地表现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发明人法国卢米埃尔兄弟（Louis Jean Lumiere，1864—1948；August Marie Louis Nicolas Lumiere，1862—1954）被称为电影之父，但他们的影片只限于生活片断的机械再现，还不能成为艺术。1900年前后，法国梅里爱（Georges Mélies，1861—1938）向戏剧、魔术学习，发明特技，形成带戏剧风格的影片，萌发了电影争取成为艺术的倾向。电影早期这两类影片，已孕育着电影美的两种基本特质——纪录性和表现性的萌芽。1915年前后，美国格里菲斯（David Lewelyn Wark Griffith，1875—1948）以镜头为基本元素代替了以场景为基本元素，采用了摄影机自由移动、远景和特写镜头交错、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等手法，奠定了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基础，电影美也以不同于传统艺术美的形态出现。1925年前后，苏联爱森斯坦（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
 тейн
 ，1898—1948）、普多夫金（Всоволод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Пудовкин
 ，1893—1953）把“蒙太奇”体系化，上升到美学，开掘了电影艺术表现的可能性，此后电影美成为电影艺术家的自觉追求。随着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宽银幕电影、立体电影的出现，电影美的形态和表现手段更加丰富。电影美主要是视觉美，同时也是听觉美。放映在银幕上的由运动的镜头组成的活动画面及伴声，是其载体，它综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的成分并加以改变、融化形成新的特质、新的表现力和魅力。与文学相比，它更有具体形象的逼真性和实体性；与戏剧相比，它把假定性减低到最小限度，并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俯、仰、前、后、左、右）、不同的距离（远、中、近），以不同的移动方法（跟、推、拉、摇、旋转等）拍摄对象，在表现时间、空间方面有最大的自由；与绘画、摄影相比，它的画面是动态的，可以表现事件的过程；画面与音乐的组接可以产生新的含义。电影美产生在运动中的不同类型的镜头和镜头间不同方式的组合中，它既有忠实再现客观世界的功能，又有抒发感情、表现审美判断的功能。在不同样式的影片（如故事片、纪录片、美术片、科幻片等）中，电影美有不同的特点。


电视美
 （beauty of television）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电视艺术的审美属性。电视是20世纪的技术成果，由英国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1888—1946）发明，1925年在伦敦首次作公开试验，1936年正式用于播送节目，但大规模应用和广泛普及是在二次大战后。电视的英语Television语源为希腊文Tēle（从远处）和拉丁文visio（看），意为远距离传送画面。初作为技术手段、传播工具问世，后又在传播文艺节目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电视艺术这一特殊的新型艺术品种，包括电视剧、电视戏曲、电视小说、电视歌舞、电视小品、综合或专题文艺晚会、风光片等。这一品种是以电视为艺术创造手段，用审美方式把握客观世界、塑造艺术形象的结果，它有四个基本层次和规定性：（1）通过电视传播功能进行传播；（2）用艺术形象反映生活；（3）适应特殊的接受方式和接受心理；（4）处在整个播放节目系统之中。电视美是在电视从转播发展为艺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显露、充实起来的。它存在于运动的时间和空间中，以流动的画面和声音为载体，声、光、形、色、构图、动作、节奏为基本艺术元素，造型、表演、蒙太奇、伴音（包括对话、旁白和对白）、音乐、音响效果、电视特技和字幕等为其表现手段。电视美的特性是：（1）图像的特性：荧屏图像具有直观、非实体、视听结合、时空运动的性质（这一点区别于舞台艺术的美和文学美）；（2）播映的特性：画面小，优先考虑临近摄影和特写镜头，更有亲切感和细致性（这一点区别于电影美）；（3）欣赏的特性：以家庭或个人欣赏为主，节目选择性强，要求始终保持艺术吸引力；（4）创造的特性：有极强的兼容性，能吸收一切艺术品种的长处融合在作品中。对电视美，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艺术性与非艺术性、电视特性与艺术共性、可变因素与不变因素的关系等方面，颇多歧见。这个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有助于电视艺术走向成熟。


摄影美学
 （aesthetics of photography）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摄影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摄影艺术与生活的审美关系及反映生活的特殊手段、特殊规律；摄影艺术与非艺术品摄影的质的区别；摄影艺术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真与美的关系、形式美的规律；运用摄影艺术手段进行构思，增强作品的概括力、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方法；运用构图学、色彩学、透视学等原理，表达作者的审美意识的方法；摄影艺术不同类型、不同流派的美学特点，等等。摄影美学的产生是与摄影争取艺术地位的努力同步的。摄影术发明后，由于照相具有极强的逼真性，很长一段时间不被人承认为艺术。19世纪50年代，以瑞典的雷兰德和英国的罗宾逊为代表的一批摄影家，提出“用摄影来绘画”，把美作为摄影创作的最高理想，追求含蓄、和谐、典雅，构图布局、光线影调都追求酷似绘画。雷兰德用三十几张底片叠放的大照片《人生之路》，在1856年曼彻斯特“重要美术作品展览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确立了摄影的艺术地位。罗宾逊的理论著作《摄影的绘画效果》（1869）风靡一时，是摄影美学最早的理论专著。19世纪末，自然主义摄影美学起而对抗上述的绘画主义摄影美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爱默生，其理论著作《自然主义摄影》（1889）出版后引起轰动。他主张最接近自然、酷似自然的摄影作品才是最高的摄影艺术品，强调选择题材和角度，使平凡的东西充满美感。由这种美学理论延伸、发展出纯粹主义摄影美学，反对模仿绘画，强调摄影艺术作品高度的清晰度、细微的层次质感和不同于绘画效果的实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摄影器材的改进尤其是小型照相机的应用，以及社会、美学思潮的更迭，纪实主义摄影美学勃兴。它主张尊重摄影特性，发挥摄影所独有的表现力，强调摄影家的个性和独创性，主张真实反映生活而不加粉饰雕琢。这种美学思想至今仍在摄影界占主导地位。此外，还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流派。我国对摄影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刘半农（1891—1934）的《半农谈影》（1927）是我国第一部摄影美学专著。他认为摄影与绘画各有不同，摄影可分为写实、写意两大类，“写意照相”要表露意境，目的在“造美”；摄影家蔡俊三（1890—1979）也曾把摄影分为应用摄影和画意摄影，认为写意或画意摄影的目的都不在实用，而在触发美感、表达感情。80年代，我国对摄影美学展开系统研究，对摄影艺术本体特性、审美规范、真实中求美感、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摄影家主体意识的体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摄影美
 （photographic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摄影艺术的审美属性。摄影艺术是随着光学、化学、物理学、工艺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在19世纪出现的一种造型艺术。它以光学镜头和感光材料为工具，根据艺术构思，经过暗房制作的工艺程序，将直接摄取自生活的影像固定在照片的静止画面上。摄影者主体与被摄客体处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艺术形象具有的客体本来的感性直观形式，是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主要审美特征。摄影术于1809年发明，1826年拍出了第一张照片，早期它只是逼真记录生活形象的工具，后来经过法国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9—1851）等人的探索，强调了线条结构和影调结构，用来传达、烘托、渲染一定的气氛和情绪，摄影才逐渐发展成一门艺术。摄影美的主要特征：一是瞬间性，即在客观现实中直接抓取对象的某一瞬间，通过照相机快门的短暂开启，摄下对象的动态或神态、形态；二是纪实性，即对象是摄影机前当场存在的客观实体，摄影形象逼真地记录下对象的外观形式。摄影美有两个层次：一是摄影形象的形式美，主要通过构图、线条、影调（色调）这三种主要造型手段的创造性运用，体现艺术构思，给人的视觉以和谐感；二是摄影形象的典型性，主要通过选择最能反映对象本质特点的生动瞬间，体现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审美感情。随着摄影器材的进步和摄影艺术的发展，摄影美呈现出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形态和新的特点。不用照相机的物影照片造型，通过暗房工艺用多幅照片合为一体的集锦照相，用腐蚀底片和湿玻璃板的光印术底片等，突破了传统的摄影美规范，不以对象的逼真取胜，而强调虚幻、变形、想象力。对摄影美的研究，有助于摄影艺术的提高和风格、体裁多样化，也有助于电影、电视艺术的发展。


镜头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电影摄影机或电视摄像机开动一次所摄取的一段连续画面。许多不同摄法和长度的镜头组接编辑成为一部影片或电视节目。


主观镜头
 （subjectiv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从影片中某一角色的视点出发表现事物的镜头。往往同时表现影片中人物对事物的观感及其心理活动，带有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借以引导观众对角色的认识与理解。常采用焦点变化、影像变形、动作变速以及画面与音响的错位等手法，使其主观性更为突出。


客观镜头
 （objectiv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影片中以叙述者的视点表现事物的镜头。常用以介绍背景、交代剧情、描写人物等，引导观众进入规定情境。它一般体现影片创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


长镜头
 （long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对一个场面或一个动作不间断的、持续时间较长的镜头。大多运用推、拉、摇、移等运动摄影手段，形成相对完整与连贯的段落。它强调镜头内部结构和场面调度的作用，加强单个镜头的表现力。


空镜头
 （scenery shot）　亦称“景物镜头”。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影片中只表现自然景物而不出现人物的镜头。一般用以介绍环境、烘托气氛、渲染意境、表达创作者的态度或抒发影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等。


变焦距镜头
 （zooming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不移动机位而显现物体由远而近或由近而远渐次变化的镜头。让观众产生运动的错觉，感受到所需要的艺术效果。


变速镜头
 （variable speed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以不同于正常画幅频率（24格/秒）拍摄而达到的某种特殊艺术效果的镜头。


慢动作镜头
 （slow-motion shooti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以高于正常的画幅频率（24格/秒）拍摄而较实际过程缓慢的镜头。


快动作镜头
 （accelerated motion shooti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以低于正常画幅频率拍摄而较实际过程为快速的镜头。一般用以摄取车辆行驶、人马奔跑等，造成急剧、紧张的视觉效果。


延时镜头
 （time-lapse shooti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对被摄体缓慢变化过程分割定时拍摄而较实际过程快数十甚至上百倍的镜头。如拍摄开花的自然过程，可在银幕上表现花朵瞬间绽开的奇观。在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影片中使用较多。


俯摄镜头
 （bird's eye view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由高向低的镜头。展示俯视的效果。用以代表观众或影片中人物居高临下的视线。


仰摄镜头
 （high hat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由低向高的镜头。用以代表观众或影片中人物仰望的视线。


摇摄镜头
 （panorama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机位不动而机身作上下或左右运动的镜头。用以表现影片中人物（或引导观众）环视周围事物，纵览场景全貌，或根据场面调度的需要，揭示被摄对象之间的联系。


倒摄镜头
 （revers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机内胶片作反方向运行的镜头。它在银幕上表现为与实际运动过程相反。一般用以拍摄惊险场面。如用倒摄法摄取汽车从悬崖边安全地倒驶，放映于银幕上的镜头则为汽车直冲悬崖、险遭坠崖的情景。


移动摄影镜头
 （tracking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机器在动态过程中拍摄的镜头。在动态中对拍摄对象作推近、拉远、跟随、横移或升降运动的拍摄，其镜头能在不切换的情况下，具有连贯流畅而又富于变化的艺术效果。


跟摄镜头
 （tracking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机器跟踪运动的被摄对象的镜头。具有连贯流畅的艺术效果。


推拉镜头
 （dolly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机器沿光轴方向对拍摄对象推近或拉远的镜头。具有画面的视野范围逐渐缩小或扩大的感觉，通过变换一个镜头内整体与局部、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产生所需要的艺术效果。


特写镜头
 （close-up shot）　简称“特写”。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拍摄人像的面部、人体或物体的某个局部的镜头。具有强烈和清晰的视觉形象，用以细腻地刻画人物的细微表情或物体局部的特征，获得突出和强调的效果。摄取人物眼、嘴等更细微部或物体细节的镜头，称“大特写”。


全景镜头
 （full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拍摄人像的全身或场景的全貌的镜头。能使观众看到人物的整体动作及其周围部分环境。


近景镜头
 （clos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拍摄人物的上半身或物体的局部的镜头。能使观众看清楚人物的面部表情或某种形体动作。摄取人物腰部以上的镜头，一般称为“中近景”。


中景镜头
 （medium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拍摄人像膝盖以上或景物的局部的镜头。表现人物半身的形体动作和情绪交流。常用作叙事性描写。


远景镜头
 （distanc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拍摄远距离景物和人物的镜头。表现广阔深远的景象，用以展示人物活动的空间或事件发生的环境，并借以抒发情感、创造意境、渲染气氛等。表现视野特别广阔的称“大远景”。


定格镜头
 （frame-freez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活动影像突然固定不动的镜头。给人的视觉感受与照片相似，能产生银幕时空凝固的艺术效果，用以强调特定情景或场景转换。也常用于影片结尾，留给观众以回味与思考。


逐格镜头
 （single fram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机器每次启动只摄取一格画面的拍摄镜头。能使形态渐次变化的图画或静物，在银幕上产生栩栩如生的活动效果。多用于动画、木偶、剪纸影片以及影片中的活动字幕等。


水下镜头
 （submarin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机器在水中拍摄的镜头。可真实反映水下景象和角色在水中的表演。广泛应用于科教片、故事片等。


特技镜头
 （cheat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各种技巧摄影镜头的总称。


合成镜头
 （combination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运用技术手段把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摄取的景物，组合在同一画面中的镜头。能创造出某些不能实际拍摄的电影场面的艺术效果。常用的有接景镜头、背景放映合成镜头、活动遮片镜头、光学技巧印片镜头等。


接景镜头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合成镜头的一种。以放置的图画、照片或模型代替一部分实景或布景拍摄的镜头。用以达到以小代大、以假代真的艺术效果。


背景放映合成镜头
 （back-ground projection process）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合成镜头的一种。将演员表演和放映的背景画面一同拍摄下来的镜头。借以达到和实地拍摄相似的艺术效果。


活动遮片镜头
 （garbage mattes）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合成镜头的一种。将演员表演的黑色剪形遮片和补摄的背景景物一同拍摄下来的镜头。通常先在由单色光（红外光、紫外光、钠光或蓝色光）照明的幕前，摄取演员的表演；借助由此得到的一条外形轮廓与演员表演完全相同的黑色剪形遮片，把已曝光的部位遮住保护起来，再补摄（或补印）所需的背景景物，使之成为一幅完整的画面。常用以表现电影中某些惊险场面或非现实的幻想情景。


模型镜头
 （miniature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用按比例缩小或放大的模型代替实景或布景拍摄的镜头。能摄取表现天体宇宙、神话幻想等奇幻场面，或自然灾害、爆炸场面以及飞机坠毁和车祸等惊险情景，达到以假乱真、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效果。


内景镜头
 （interior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搭置布景并利用人工照明拍摄的镜头。它不受季节、气候等自然条件影响，适应同期录音的需要。


外景镜头
 （exterior sho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在实地景物中用自然光照拍摄的镜头。有时也对真实场景作某些人工修饰。


电影录音
 （film sound recordi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录取影片所需各种声音并加工与合成。有与拍摄画面同时进行的同期录音，有在拍摄画面前先录歌唱或音乐的先期录音和拍摄画面后再配音的后期录音等。


混合录音
 （sound to sound）　简称“混录”。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合成影片中各种声音的录音。将影片摄制过程中分别录下的对白、音乐、歌唱、音响效果等同时还原，录音制成混合声带，同画面配合，表达影片的内容和艺术效果。


画外音
 （off-screen voice）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镜头所表现的声音的声源来自画面以外或幻觉等精神世界。能构成各种声画蒙太奇艺术效果。


配音
 （audio dub）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将未经现场录音的镜头配录上对白、解说、音响效果和音乐。译制片即通过配音制成。


电影照明
 （lighti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对场景、人物等被摄对象布置不同距离、角度、面积和强度的灯光。使被摄对象获得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摄影效果，烘托环境气氛，使画面富于造型表现力。


电影音乐
 （cinema music）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专为影片创作的歌曲和器乐。表现影片的环境气氛、人物情绪和主题思想，增强影片的感染力。通常采用主题贯穿、分段展示的结构形式。


主题歌
 （theme so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作品中表达主题思想的歌曲。是该作品音乐的核心部分。


电影美工
 （creative design）　亦称“美工”。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包括布景的设计和制作，外景的选择和加工，人物造型（化妆、服装）的设计，道具陈设的设计和选用，以及绘制背景等。


蒙太奇
 （Montage）　俄文Монтаж
 音译。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影片中不同镜头之间的剪接、组合。蒙太奇一词源于法语montage，原为建筑学用语，意为构成、装配。1925年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Сер
 re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
 ，1898—1948）和普多夫金（Всеволод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Пудовкин
 ，1893—1953）首先用这一概念说明电影艺术的独特表现手段，后被各国电影界广泛使用。其特点是：“把无论两个什么镜头对列在一起，它们就必然会联结成一种从这个对列中作为新的质而产生出来的新的表象。”（《爱森斯坦论文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其形式可分为“叙述蒙太奇”和“平行蒙太奇”（又称“对列蒙太奇”或“杂耍蒙太奇”），前者指短镜头的组接，后者指通过不同性质镜头的对比激发观众的感知效能。它的内涵随电影艺术的发展不断丰富，最初是作为短镜头组接的技术手段，后发展为远景和特写的交替，使视点随剧情而转变，美国电影导演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革新了电影技法，在《党同伐异》（1916）这部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中，运用平行动作镜头的交叉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使蒙太奇真正成为电影结构的先决条件。爱森斯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探索、创造，正式提出了以美学原则为依据的蒙太奇理论。认为两个不同镜头的组合不应是两数之和，而更像两数之积，是一种质的飞跃。主张作为电影形象思维的方法，蒙太奇具有三个因素：隐喻、节奏和多声部对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的表现手段更加多样，蒙太奇理论亦不断丰富和深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应用移动摄影拍摄长镜头，加强了摄影机参与创作的主动性，突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使镜头内部的蒙太奇更深、更细腻。新浪潮派和纪录派对蒙太奇理论提出挑战，但在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中，仍然离不开蒙太奇的主要原则。至今，蒙太奇仍为电影美学的基石。


多画面
 （split-screen shot）　亦称“分割画面”。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在银幕上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画面。造成反衬、对比等效果。常用以表现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人物和事件。


闪回
 （flash back）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影片中描述正在进行的事件时，插入叙述以前发生的事件。1908年美国电影导演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在影片《道利历险记》（1908）中首先使用。利用人在受到某种媒介触发后会立即在记忆中片断地闪现往事的心理学原理，形象地再现了人物的回忆。作为影片现在时叙述的补充，它能表现未经交代、却又是整个情节链中的重要环节的往事，以交代背景，说明原委，介绍人物，使观众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这一手法被广为运用，并逐步由叙事功能转变为表现功能，用于表现角色对事件的主观感受和情绪愿望，如幻觉、梦境、想象等，从而形成电影的心理结构。这种结构方法打乱了时间的顺序，从现在时自由地转换到过去时，空间也相应地发生转换，造成时空跳跃，过去和现在交叉，形成以现在为核心的新的时空结构，以突出正在进行中的动作、行为和心理，并造成一种新颖、真实的美学效果。闪回与倒叙的区别在于，倒叙一般表现一段相对完整的情节，而闪回只表现一些与现时有联系的片断或单独的形象。


淡入淡出
 （fade in/fade out）　亦称“渐显渐隐”。电影、电视表现手法。转换时间和空间的形式。“淡入”是一个画面从完全黑暗到逐渐显露，以至完全清晰，表示一个段落的开始；“淡出”是一个画面从完全清晰到逐渐转暗，以至完全隐没，表示一个段落的结束。可使观众产生完整的段落感。


渐显渐隐
 　即“淡入淡出”。


化出化入
 （dissolve）　简称“化”，亦称“溶出溶入”。电影、电视表现手法。转换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在一个画面逐渐隐去（化出）的同时，另一个画面逐渐显露出来（化入）。银幕上出现前后画面重叠的艺术效果。用以表现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人物的心理活动，或者表示时间的流逝、地点的变换。


溶出溶入
 　即“化出化入”。


划出划入
 （wipe out/wipe in）　简称“划”。电影、电视表现手法。转换时间和空间的形式。有爆破型、扇面型、圈出圈入等。常用的形式是：用一条明晰或模糊的直线，从画幅边缘开始，或横、或直、或斜地将前一个画面迅速抹去，同时展现下一个画面。用于表现场景的迅速转换，造成爽利明快的节奏。


切入切出
 （cut in/cut out）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转换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将前后两个场景不同的画面的直接衔接。前一个场景的画面刚一结束，后一个场景的画面迅即出现，具有对比强烈、节奏紧凑的艺术效果。其中，保持时间顺序和动作连贯性的称直接切换；打断时间顺序的称跳切。


剪辑
 （cutti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将已拍成的全部镜头和声带组接成一部完整影片。以分镜头剧本为基础，根据总体艺术构思和电影表现方法的要求进行。


剪接
 （cut and join）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将拍摄的胶片进行整理、修剪、排列、连接。


叠印
 （double printing）　电影、电视表现手法。将两条不同画面底片叠合印制成拷贝。使这些画面同时在银幕上重叠显现，用以表现影片中人物的回忆、想象及梦幻等；或构成并列形象，使观众产生联想、对比等。


银幕造型
 （plastic device）　电影艺术的基本元素之一。是一种时空、声画结合并始终处于运动中的造型。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式。多个创作部门参与的银幕造型的有机结合，才构成完整的银幕造型。影片的导演对银幕造型的质量负有主要责任。


电影思维
 （film thinking）　以电影造型为基础，按电影艺术的规律进行的艺术思维活动。电影艺术家将由外界事物的刺激形成的感觉和印象转化成相应的电影画面，并通过画面的运动反映事物的本质。它确认电影情节是造型情节，明确树立电影空间的整体观念，把电影中的重要元素表演融入整个电影造型世界，特别挖掘电影摄影对情绪和情绪的延伸的表现力，强调电影造型本身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重视声音的作用，将电影的蒙太奇语言作为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其基本特征是：对未来影片放映效果的预见感支配着整个思维过程，最大限度发挥电影特性的要求制约着整个思维过程。爱森斯坦认为，电影思维即蒙太奇思维。电影思维具有对任何时空运动自由思维的特点，如从微观的人物心理到宏观的战争场面，从单元直线结构到多元网络结构，从局部静态构图到全局动态构图，从时空的完整再现到任意的切割转换。现代电影的开放性，使电影思维从思想到艺术，内容到形式，更具有与社会生活本身进行广泛双向交流的特点。电影思维是电影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直接或间接地指导或制约着电影美学的其他层次，并对电影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运动-影像
 （l'image-mouvement；movement-image）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电影理论。出自其1983年出版的电影理论著作《运动影像》。借鉴柏格森的影像运动学说，认为运动总是在一个具体的不可再分的持续时间中发生，真实的运动就是时间的延绵。德勒兹分析电影的运动特性：（1）是“镜头画面、场景或封闭系统”即瞬间即时的影像，是一个段落的不变部分；（2）是系列镜头和运动，即运动影像，它联结运动与变化着的整体，是一个段落的可变部分；（3）是电影整体，即时间影像，是电影运动所处的时间延绵。运动影像的电影是一种空间化电影的形式，时间和影像完全从属于运动，运动提供的不是整体时间，而是时间延绵中的运动部分，理性的、可测量的时间连接起各个镜头。它在电影叙事上体现为，情节对应场景，演员表演由场景激发，人物承担叙述功能，按常规感知事物，做出反应，并用直线式的方式对周围事物采取行动，每部电影作为整体被维系在一起。运动影像分为知觉影像、行动影像和情感影像三个部分，分别由知觉过程、叙事过程和表达过程主导。观众借助前后相连的画格形成的自然感知状态去感知影像，观影经验就是对运动影像的感知。在运动影像中，不同场景之间以及场景的组成部分之间构成相对限定关系，而由场景构成的整部电影又存在于它所表达的时间延绵中。随着镜头的移动，场景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既限定了场景内容的相对位置，又从属于电影整体的变化，并传达出电影运动所处的时间延绵。运动影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电影的主导因素，并延续到格里菲斯的电影剪辑设计、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电影、法国印象主义电影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随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兴起，运动影像电影开始衰落。


时间影像
 （l'image-temps；time-image）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电影理论。出自其电影理论著作《时间影像》。体现了从影像本体论研究提升到哲学思考的努力。认为时间影像通常以镜头画面之间不具相似性的空间联系和时间联系为特点，波动于真实形象和虚幻影像、物理时间和精神时间之间，用以记录或处理回忆，展现真实现实的本质。其特征为：（1）分散的情境；（2）有意削弱的联结；（3）旅行的形式；（4）故意的陈词滥调；（5）对叙事情节的谴责。时间影像借助景深的空间特性使时间摆脱了对运动的隶属关系，被独立、直接地表达为纯粹性的时间。其本质是让我们在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同层次之间自由穿行，从而感知时间。时间影像运用非理性剪辑打破运动影像的理性秩序系统，镜头系列之间不再具有相似性的联结，排斥了常规定型的认知和思维模式，强调多元要素的分歧系统，从传统叙事逻辑所追求的故事情节的清晰易懂和流畅，发展转变为开放性的叙事，最终在残碎、流离的多重空间中呈现出能真实体现现实真理的完整、无隐喻的影像。它聚焦于内在的心理意象、想象幻想以及情感和心理的崩溃，直接体现了思维。它借助表现记忆的混乱和认识的无能，创造出电影中令人迷惑的时刻，吸引观众进入自己的记忆中建构意义，重新恢复对世界的曾经被削弱的信仰。时间影像的原型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找到，它主要存在于二战后的欧洲现代派电影或艺术电影中。


电影意识形态
 （film ideology）　建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融合精神分析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电影批评理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确立了电影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框架。让路易·博德里和让路易·柯莫里在1970年分别发表了《电影：电影基本装置的意识形态效果》和《技术与意识形态》，标志意识形态电影理论的确立。认为电影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的各种叙事方式、艺术技巧，电影元素的能指和所指，都属于意识形态的策略代码。电影机械装置也受制于政治和社会的无意识。电影运用摄影机把物质现实转换为声光影像，此过程所依赖的视觉透视体系遵循先验主体的透视原则，不是复原物质现实，而是按照主体的观念重构物质世界。组合之后的画面被赋予不同于单个画面本身的新的含义，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效果。电影观众在影像制造的幻象中进入无意识的梦境，任由影像中的思想和意识操控。


近距摄影
 （close-up shot）　亦称“微距摄影”、“巨像摄影”、“低倍摄影”。摄影表现手法。摄距很近，在感光片上的成像大小接近或大于原物的摄影。广泛应用于照片、图像等的翻拍。


立体摄影
 （stereographic cinematography）　摄影表现手法。表现景物三维空间的摄影。所拍影像能再现双眼所见景物的立体效果。一种以同一景物拍成两张位置稍有不同的底片，然后印或放大成两张透明正片或照片，装在立体观影器中，再现和实物相似的三维空间的形象。另一种只拍一张照片，无需特殊设备便可观察。


显微摄影
 （micrography）　摄影表现手法。将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物像记录于感光材料的摄影。可揭示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广泛应用于微生物学、医学、化工、冶金、机械等研究领域。


红外线摄影
 （infrared photography）　摄影表现手法。用红外线为光源、以黑白或彩色红外片为感光材料的摄影。在远景和高空摄影中利用红外线摄影可得到清晰的景物形象。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考古研究、司法鉴定和军事等方面。


一步成像摄影
 （instant photography）　亦称“一步摄影”。摄影表现手法。将曝光、印像和显影合为一步而获得正像的摄影。黑白扩散转印材料其负片可以分离，能同时取得像片和负片：彩色扩散转印材料正负片不能分离，只能获得一张像片。


数字摄影
 （digital photography）　亦称“数码摄影”。摄影表现手法。采用数字信息处理手段通过输入、处理、输出程序的摄影。（1）输入：通过影像传感器接受成像信号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储存在磁盘上。（2）处理：通过计算机对数字影像信号进行修整或创作。包括常规处理（如对曝光、反差、色彩、剪裁等的修整）、特技处理（如拼接、合成变换背景、浮雕等）。（3）输出：通过数字打印机获得彩色照片。也可通过数字胶片记录仪获得黑白和彩色负片或正片。


数码摄影
 　即“数字摄影”。


专题照片
 （series picture）　亦称“成组照片”。摄影表现手法。集中在一起的阐述一个主题的一组照片。能较全面、概括、深入地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细致、深刻地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是画报、报纸、杂志中经常采用的形式。专题照片中的每幅照片，既能独立地说明一个问题、方面或情节，又和全组照片相互联系，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


高调照片
 （high key picture）　摄影表现手法。基调为轻淡色调的照片。画面绝大部分是从白到浅灰的少数等级构成的影调，明朗、纯洁、清秀、宁静、淡雅。适合表现以白色为基调的题材。高调照片并不排斥少量的深色调存在。由于大片淡色调的衬托，小部分深色调往往会显得很突出，成为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


低调照片
 （low key picture）　摄影表现手法。基调为浓重色调的照片。画面绝大部分是从深灰到黑的少数等级构成的影调，深沉、刚毅、稳重、神秘、肃穆。适合表现以黑色为基调的题材。低调照片并不排斥少量的亮色调，由于大片暗色调的烘托，小部分的亮色调往往显得很突出，成为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


剪辑照片
 （montage photograph）　亦称“集锦照片”。摄影表现手法。将剪裁的不同照片的某些部分剪裁与绘画等合成为一幅具有特定意义的照片。也可将数张不同的底片，通过放大时叠放或依次曝光在同一感光纸的不同部位而合成一张照片。


摄影构图
 （photographic composition）　摄影表现手法。摄影画面的布局、结构。包括对景物的取舍及其在画面上的位置，对影调、色调、线条、光线、虚实、画幅等构成因素的处理。要求有全局观念，突出主体，陪体得当，画面稳定、简洁、生动。广义指贯穿着摄影创作的整个构思和再现的过程。


影调透视
 （tone perspective）　摄影表现手法。指照片中的景物明暗反差、轮廓清晰度、色彩饱和度近强远弱的艺术效果。借以表现空间深度和物体所处的空间位置。通过摄影用光技术、摄影滤色镜的运用以及印放技术等，可以加强或削弱照片上的影调透视效果。


线条透视
 （linear perspective）　摄影表现手法。指照片中的景物因距离观者位置的远近而显得近大远小的艺术效果。借以表现空间的深度和物体所处的空间位置。通过利用短焦距镜头以及选择拍摄距离、方向、高度等方法，可以加强或削弱照片上的线条透视效果。


照片剪裁
 （photo-montage ）　摄影表现手法。剪切裁割画面某些部分。用于改善画面结构。须根据主题需要、创作意图和一般构图规律，使主题突出，结构完善，以增强照片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摄影角度
 　（camera angle）摄影表现手法。拍摄时照相机所处的方位。（1）拍摄距离，即照相机到被摄体的远近，它决定照片上景物范围的大小，即景别；（2）拍摄方向，即照相机位于被摄体的正面、侧面还是背面，它决定主体形象及背景的变化；（3）拍摄高度，即照相机俯、仰、平等角度的变化。摄影者通过选择适当的拍摄角度来取材，安排画面，配置景物各部分的位置和相互关系。


用光
 （lighting）　摄影表现手法。对被摄体照明光线的使用。主要有：（1）正面光，即顺光。与照相机同一方向照明被摄体的光线。（2）侧面光，即侧光。从被摄体左右成90°角侧面照射的光线。光线从被摄体左右靠前45°侧面照射的为前侧光；靠后45°侧面照射的为后侧光（也称侧逆光）。（3）逆光，也称背光、轮廓光。从被摄体背后照射的光线。（4）顶光。从被摄体上方照射的光线。（5）脚光，也称下反光。靠近被摄体下部向上照射的光线。摄影者根据造型需要一种单用或数种（须一种为主光）合用。


曝光
 （exposure）　摄影表现手法。使光线通过光学透镜后让感光片曝光。曝光量取决于照度与曝光时间，即：曝光量＝照度×时间。照度用光圈来调节，曝光时间用快门来控制。摄影者通过不同的曝光量创造不同艺术效果的摄影作品。


多次曝光
 （multiple exposure）　摄影表现手法。使用照相机在同一张感光片上进行一次以上的曝光。常用于夜间摄影，如拍摄节日夜景、建筑工地夜景等；也适宜拍摄人物的多影照片，即在一幅画面上表现同一被摄人物多角度的多重影像。


叠印
 （double printing）　摄影表现手法。将两张或多张底片叠合进行印相。借以增强照片的艺术效果，或弥补画面上的缺陷。


叠放
 （superimpose）　摄影表现手法。将两张或多张底片叠合进行放大。


浮雕叠印
 （relief image）　摄影表现手法。将画面相同的一张底片和一张透明正片叠合并略错开后印放可取得一张类似浮雕的照片。底片要求影像的线条越明显越好。正片反差强，浮雕照片中负像突出；正片反差弱，则浮雕照片中正像突出。


影调
 （tone）　摄影表现手法。（1）指黑白摄影中，被摄体的不同颜色再现成黑白影像的深浅。如黄色再现成浅灰，称为影调浅；红色再现成深灰，称为影调深。（2）指影像明暗变化的阶调。对黑白影像来说，黑、灰、白变化缓慢，过度细腻，灰色层次丰富，形成柔和平淡的影调，具恬静、舒畅之感。反之，黑、灰、白变化急剧，跳跃性大，形成对比强烈的影调，具粗犷、激越之感。不同的影调可以给人不同的艺术感受，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和风格。

书法篆刻


书法美学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书法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书法美的来源、性质和构成，书法艺术特有的审美范畴，书法艺术造型与表情的关系，书法艺术形象思维的规律和艺术创造的规律，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的联系和区别，书法艺术的特殊表现对象和美学范畴，书法美学思想的演变、发展，书法艺术各流派的美学特点，等等。我国书法艺术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当文字书写超出实用表义的功能而具有某种审美作用时，便产生了书法美学思想。东汉许慎（约58—约147）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的“序”认为，文字的“形”来源于“天”、“地”、“身”、“物”，“依类象形”、“画成其物”，意识到“形”的来源和重要性。蔡邕的《笔论》、《九势》是历史上最早的论书法专文，其中提出“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之”，提出书法实践的审美境界、书法物质形态的美感要求，以及以“力”和“势”为中心的用笔、结体准则。标志着书法自觉审美意识的诞生。唐孙过庭的《书谱》，论述了书法艺术的技巧、功用特点、创作和鉴赏心理，在书法艺术境界上把给人美的享受的书法艺术（“翰墨”）与实用性的文字书写区别开来，认为书法有“形质”和“性情”两方面的追求。唐张彦远汇辑东汉至唐书法理论文章三十八篇（另存目四篇）成《法书要录》，为我国第一部书法理论文集，其中保存下许多宝贵的美学见解。此后，书法美学思想体现于对书法美的进一步发现、界定和扩展，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书法艺术的表现对象转移到以人的精神为重心。明汤显祖认为书法与诗、音乐一样都有抒情性。清刘熙载提出：“理、性、情者，书之首务。”（《艺概·书概》）在艺术技巧、鉴赏方面，古代也有许多精辟见解。20世纪以来，梁启超试图引进西方美学思想阐释书法艺术，他认为书法美有四点：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现个性的美。沈尹默著有《书法论》，宗白华著有《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用科学观点对古代书法美学思想进行了整理、剖析和新的阐释。80年代刘纲纪的《书法美学简论》、尹旭的《书法美学原理》等专著出版。陈云君的《中国书法美学纲要》系统地对中国传统的书法美学思想作了总结，从书法艺术论、创作论、神韵论、章法论、禅与书法、中日书法比较论等不同侧面，论述了书法美学的原理和构成。


书法美
 （calligraphic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书法艺术的审美属性。书法是在汉字书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我国（以及日本）所特有的一种艺术。汉字由点、画（线）按一定规则构成，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周代，书写文字已成为一种专门技艺，被定为“六艺”之一（《周礼·地官司徒》），从此书法自身潜藏的美的因素开始脱离文字符号意义表现出来，青铜器上的文字成为装饰的一部分。秦代，“秦书八体”，书法美更明显地显示出独立地位。以后，随着篆、隶、楷、行、草等书体的发展，人们不断总结书法美的规律，并使其充实进新的内涵。书法美的特点是：（1）具有空间结构，通过笔墨线条在二维空间中长短、粗细、浓淡、枯润、虚实和疏密的对比、对照，产生带整体感的直观性；（2）具有特殊的时间结构，即书法线条的流动和笔势的跳跃随时间推移完成，最后保留在静止的字形中，人们在欣赏时又从静中感受到带节奏感的连续性；（3）具有笔法、笔意结构，通过顺逆、藏露、收放、曲直、方圆的刚柔相间相济，体现出一种气势、情感、性格特征。书法美既是具象美，又是抽象美，既有造型性，又有抒情性。书法美包含两个层次：（1）笔法、造型结构的美，这是属于比较表层的美；（2）意境、神韵的美，即情（感情、情绪）、意（意境、境界）、神（精神面貌、神采）三者的统一。对书法美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书法艺术的独特规律，大胆创新。我国自古有“书画同源”之说，研究书法美对绘画（主要指国画）也有帮助。


金石篆刻美学
 （aesthetics of engraving）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金石篆刻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金石篆刻艺术的性质，金石篆刻美的本质、特点及历史类型，金石篆刻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书法艺术的关系，它与实用性、技艺性的关系，艺术形式的构成，形神统一的独特方式，各种风格流派的不同美学特点，鉴赏、品评的理论与方法，等等。篆刻在我国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并不被当作艺术，而只被视为实用工艺。最早把篆刻与艺术联系起来论述的是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生卒年不详），他在《论篆》中认为篆法“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霞草木得之情状，“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印章最美妙的“神”在于功侔造化，冥受鬼神。元代吾丘衍（1272—1311）的《学古编》是最早的篆刻论著，其中卷一《三十五举》叙述书体演变及刻印之法。明清由于大批文人的参与，且篆刻家多为书法家、画家，对篆刻艺术的特征作了较多探讨并吸取了绘画美学思想，强调了作品的有机整体性与形神统一。清徐坚（1712—1798）《印戋说》、陈克恕（1741—1809）《篆刻针度》，都包含有深刻的美学思想。鲁迅在1917年曾为《蜕龛印存》写序，概述了篆刻的发展，认为它“饰文字为观美，虽华夏所独，而其理极通于绘事”。罗福颐（1905—1981）的《古印玺概论》（1981）、黄宾虹（1865—1955）的《古印概论》（1930）、沙孟海（1900—1992）的《印学概论》（1928）、陈振濂的《篆刻美学导论》（1987）、黎伏生的《印章·篆刻艺术审美初探》（1987）、韩天衡（1940—）的《中国篆刻艺术》（1980）都论述了篆刻的艺术特征，涉及美学思想。


金石篆刻美
 （beauty of engravings）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金石篆刻艺术的审美属性。篆刻是镌刻印章的通称，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古鉩（玺）、封泥，因所用文字为篆体，所用材料为金属、玉、牙、角，尤其是元代王冕（1287—1358）创始用花乳石刻印以来，石料成为主要印材，故称金石篆刻。印章的产生是社会交流的需要，早期主要体现为“取信”的实用价值，但在工匠们通过琢、铸、刻、碾等工艺手段制作的成品中，已蕴含着篆刻艺术美的萌芽。秦汉印大盛，精妙、雄厚、拙朴，有高度艺术价值，形成篆刻的第一个高峰，为后人追慕、仿效，不过这时工匠们还没有自觉的艺术创造意识，只是当成实用工艺制作。宋代画家米芾自刻印章，开文人刻印之先；元代赵孟頫、王冕等倡导尤力；至明代，书画家等文人大批参与，篆刻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并渗入书法、绘画、诗文的审美意识。明清两代篆刻昌盛，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篆刻美的品级进一步提高，形态更丰富多彩。金石篆刻美的特点是以中国特有的方块象形文字为造型材料，以金、石等硬物为物质载体，以刻刀为造型工具，在方寸之微的面积上体现出艺术家的审美情趣。这种美属于造型美与抽象美的结合，不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不包含某种具体的思想，它唤起的美感是朦胧、悠远、意味深沉的。其构成因素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篆法美。篆法，是文字的图案化，带有强烈的装饰性。二是章法美（又称构图美），整体构图讲究疏密有间，虚实结合，朱白分明，宾主呼应，符合比例、均衡、对称、和谐等形式美规律。三是刀法美。刀法是篆刻艺术独特的造型语言，是构成篆刻美的主要因素，它不但是在篆法基础上的再创造，而且有独立的传神作用。冲、切、断、蚀等种种刀法效果，能给人以古朴、厚重、轻巧、优雅等美感享受。四是色彩美。朱红色印章鲜明、沉着、热烈，往往与白色宣纸、黑色毛笔字相配构成和谐的色彩；黑、蓝、赭色可钤盖挽联和丧事期间信札。五是质材美。用于篆刻的不同质地的材料如金属的光泽，石料的色彩或透明度，本身就能唤起美感，经过加工赋予一定造型，更与印文相得益彰，耐人玩味。对金石篆刻美的欣赏，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高文化素养。


工艺美学
 （aesthetics of arts and crafts）　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工艺美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工艺美与生活美的关系，创造工艺美的法则和规律，工艺美与其他艺术美形态的联系和区别，工艺美术的材料美、造型美、结构美、色彩美、装饰美等审美要素。我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作品精美丰富，但长期来没有系统的理论总结，只在一些工艺著作或学术著作中有关于工艺美学思想的只言片语。两千多年前《周礼·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阐述了季节、环境、材料、技巧等条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明《髹饰录》提出了“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三法，阐明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规律。另外，不少论述具体工艺的著作，都强调不同工艺种类（如金工冶炼铸造、陶瓷的胎土和釉料；印染的材料、染料和媒剂等）的特性、材料性能和特殊技巧，在美学要求上强调“宜”，即适度、和谐、合理。国外，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中论述了工艺美术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装饰品的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考察了原始工艺美术的产生及其特点，认为装饰是“形象艺术最原始的形式”，工艺的实用要求先于审美或与审美并存。对工艺美术的美学问题，我国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田自秉的《论工艺美学》（1982）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课题及工艺美的特点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卢栋华的《漫谈中国的工艺美术》，系统介绍了我国历代工艺美术的美学特征。


工艺美
 （technological beauty）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指工艺美术（包括日用工艺、陈设工艺）的审美属性。其特点是实用性与装饰性、材料与技巧的统一，表现在有造型美、色彩美、结构美的工艺形象上。一般不以直接反映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为内容，而通过对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审美加工体现人的审美情趣，陶冶人的情操。来源于生活中美的事物或事物的美的方面，又熔铸了创作主体的精神、意志、美学追求，其中主体的技艺水平起着关键作用。工艺美一方面将感情概括化，烘托出一种广泛朦胧的情绪色调，另一方面，这种情绪色调又必须有特定的具体性，服从特定的功能结构，以适应人们在不同环境氛围中的不同的情绪要求。在工艺美创造中，自由运用形式美规律有重要意义。不同时代、国度、地域、民族，有不同的具体规范。工艺美没有确实限定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人的情感。


用笔
 　书法表现手法。使用毛笔的点线转运与字中点画的结构分布。书法骨气形的艺术效果都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


笔法
 　书法表现手法。写字用笔的方法。具体包括提按、顿挫、使转、轻重、快慢、偏正、曲直等法，使书法线条、点画富有变化。笔画呈立体感的称为合于“笔法”。


笔意
 　书法表现手法。运笔时的意匠经营及笔画运转间所表现的风格、功力。也指书法的神采、意趣。


笔锋
 　书法表现手法。字的锋芒。亦称“笔锋”。运笔时，笔的锋尖保持在字的点画正中的，称“中锋”；能藏在点画中间而不外露的，称“藏锋”；偏在字的点画一面的，称“偏锋”，偏锋写出的笔画扁薄软弱；偏锋逆行的称“侧锋”。


笔势
 　书法表现手法。笔画运行产生的意态和气势。如表现字形之势，点画轻重、向背与前后顾盼之势，通篇布局一气贯注之势等。有了笔势，书即生动，变化万端，出于意外。


执笔法
 　书法表现手法。写毛笔字执笔的方法。唐陆希声提出“擫、压、钩、格、抵”五字法。“擫”是大拇指指肚部分紧贴笔管；“压”是食指与大拇指相对夹持笔管；“钩”是中指钩住笔管；“格”是无名指甲、肉相连处挡着笔管；“抵”是小指紧贴无名指以助之。五指之力，相互配合，要求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腕肘悬起。是表现笔法、笔意、笔锋、笔势的基础方法。


永字八法
 　书法表现手法。以“永”字八笔为例，阐述正楷点画用笔的方法。（1）点，称“侧”，须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2）横画，称“勒”，须逆锋落纸，缓去急回，不应顺锋平过；（3）直笔，称“努”，不宜过直，太挺直则木僵无力，故须直中见曲势；（4）钩，称“趯”，须驻锋提笔，突然趯起，其力才集中在笔尖；（5）仰横，称“策”，用力在发笔，得力在画末；（6）长撇，称“掠”，起笔同竖画，出锋要稍肥，力要送到，如一往不收，易犯飘荡不稳的毛病；（7）短撇，称“啄”，落笔左出，要快而峻利；（8）捺笔，称“磔”，要逆锋轻落笔，折锋铺毫缓行，至末收锋，重在含蓄。


笔断意连
 　书法表现手法。行笔时点画虽断而笔势相连续。有时亦称“意到笔不到”。


万毫齐力
 　书法表现手法。笔毫一齐着力而使点画力量弥满，圆健得势。南朝宋王僧虔《笔意赞》：“剡纸易墨，心圆管直，浆深色浓，万毫齐力。”


牵丝亦
 　称“游丝”、“引牵”、“引带”。书法表现手法。笔势往来牵带的纤细痕迹。见于先后点画之间。细如发丝，挺健利落，起着上呼下应、意气周流的作用。


中锋
 　书法表现手法。行笔时笔的主锋保持在字的点画之中。


侧锋
 　书法表现手法。下笔时笔锋稍偏侧。落墨处会显出偏侧的姿势。最初在隶书向楷书演变时形成，使方笔字体中增添潇洒妍美的神情。侧锋多取势，势成则转换为中锋。


行笔
 　书法表现手法。笔锋在纸上才起便落，才落又起，交换起落，不断提按操纵的运转方法。


换笔
 　书法表现手法。行笔中笔毫轻提后即转换方向按下再行。一般在行笔至转折处使用。


运腕
 　书法表现手法。行笔时运用手腕的上下提按和左右起倒以操纵笔锋。使笔毫平铺纸上，而笔芯处在点画的中心。


绵里藏针
 　书法表现手法。笔力藏在点画之内，外柔内刚，不露圭角。亦作“绵里铁笔”。


方笔圆笔
 　书法表现手法。书写点画的笔法。方笔横画直落笔，直画横落笔，成为出锋。圆笔下笔用逆入，成为藏锋。


悬针垂露
 　书法表现手法。书写竖画的笔法。悬针竖画中锋直下，如悬空之针，如写“中”、“华”等字末笔。垂露竖画收笔时向上提出，如檐水下滴，余水上缩，如写“亻”、“彳”等偏旁。


逆入平出
 　书法表现手法。用笔的方法。下笔时笔锋从相反方向入纸，随即调锋行笔，使笔毫平铺而出，回锋收笔。


蚕头燕尾
 　书法表现手法。指唐颜真卿书写捺脚的笔法。蚕头，起笔藏锋逆入，圆如蚕头。燕尾，指捺脚收笔开叉。颜书大字笔锋均按足，捺笔不能再重按，笔锋提起，笔腹离纸，锋端随后提出，致使缺口开叉成燕尾形。燕尾是毛笔性能的自然表现。不谙笔法者勉强效法，致成习气。


颜筋柳骨
 　书法表现手法。指唐代颜真卿书雍容，线条柔韧连绵，以“筋”胜；柳公权书挺拔，线条多劲直之力，以“骨”胜。宋范仲淹《诔石曼卿》：“延年之笔，颜筋柳骨。”现在用来泛指书法线条美或书法美。


铁画银钩
 　书法表现手法。书写点画的笔法。既刚劲又遒媚。唐欧阳询《用笔论》：“刚则铁画，媚若银钩。”


银钩虿尾
 　书法表现手法。书写末趯的笔法。指“乙”字末趯像银钩般遒劲有力。“虿尾”指“乙”字末趯。南朝梁庾肩吾《书品》认为，因挑还置即遇到钩趯，必先驻锋而后趯出。晋索靖自称其书为“银钩虿尾”，即谓其趯法，如银钩之遒劲有力。


拨镫法
 　书法表现手法。运笔的写字方法。镫一作灯，故亦有解释执笔运指如捻拨灯芯的。（1）指推、拖、捻、拽四字法。见唐林韫《拨镫序》。（2）指擫、压、钩、格、抵五字法。见陈宾《桃源手听》。


折钗股
 　书法表现手法。书写转折的笔法。转折的笔画锋正圆，不扭戾。如钗股虽经曲折而其体仍圆且韧劲。


屋漏痕
 　书法表现手法。书写竖画的笔法。竖画的笔锋时左时右顿挫而行。行笔时不一泻直下而如屋漏之蜿蜒下注，则笔画圆活生动。语出唐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


分行布白
 　习称“章法”。书法表现手法。字的点画和字、行分布的方法。使字的点画的繁简，结体的大小、疏密、斜正相互联系，整幅呼应。


计白当黑
 　书法表现手法。将字里行间的虚白（白）处当作实画（黑）布置安排。做到黑白相生、疏密得宜。由清书家邓石如首先提出，是老子“知其白，守其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尚韵
 　书法表现手法。晋代书法特征。注重书法中的气韵、神韵。晋代书法形成了富有意趣、韵味、神采，流丽而遒劲的特色。


尚法
 　书法表现手法。唐代书法特征。注重书法中的法度、法则。唐代书法完善了楷书的法度，形成了形质与神采统一的特色。


尚意
 　书法表现手法。宋代书法特征。注重书法中书法家的主观意识。宋代书法摆脱书法法度，力追晋人萧散风致，形成讲究笔墨情趣，抒情书风，表现人格、学问的特色。


尚态
 　书法表现手法。元代、明代书法特征。注重书法中字的形态。元代、明代书法直接“取法晋唐”形成清真俊逸的特色。


铸印
 　篆刻表现手法。刻印方法和风格。印坯及印文连同浇铸。这类印文，精巧工整，别具一格，为后世篆刻家所取法。


凿印
 　篆刻表现手法。刻印方法和风格。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用刻刀凿刻印文。这类印章的印文错落自然，多数是将军印和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流行于汉、魏、晋、南北朝之间。


阳文
 　篆刻表现手法。刻铸成凸状的印文。用阳文印章在纸帛上钤出的印文为红色，故也称“朱文”。


阴文
 　篆刻表现手法。刻铸成凹状的印文。用阴文印章在纸帛上钤出的印文为红地白字，故也称“白文”。


白文
 　篆刻表现手法。刻在碑碣、印章上的阴文。因文字刻成凹状，故拓下来或盖出来的是黑（红）地白字。与“阳文”、“朱文”相对。


章法
 　亦称“分朱布白”。篆刻表现手法。根据入印图文进行的设计、构图。由于印文的笔意、疏密、屈伸、长短、挪让、承应、肥瘦的安排以及阴与阳、朱与白组合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与篆法、刀法同为篆刻审美的三大要素之一。


分朱布白
 　即“章法”。


刀法
 　篆刻表现手法。镌刻印章时用刀的技法。在操作上分双刀、单刀两种，在技能上主要有切刀与冲刀两类，以及这两者的结合使用。由于各人的体会和刻刀大小、厚薄、利钝以及运刀的方向、角度、快慢不一，会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与篆法、章法同为篆刻审美的三大要素之一。


篆法
 　篆刻表现手法。入印文字的点、线、面和直线、弧曲线的组合书写。由于所写的字融化了书法，会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与章法、刀法同为篆刻审美的三大要素之一。


切刀
 　篆刻表现手法。刀法的一种。手执刻刀斜卧，用刀角入石，将刀刃向前按，切下，以此一伏一起、连续切刻。所刻线条涩辣凝练。


冲刀
 　篆刻表现手法。刀法的一种。手执刻刀斜卧，压刀角入石，从线条的一端向另一端作不停顿的冲刻。用冲刀所刻线条较劲挺爽利。


边款
 　亦称“印款”、“印跋”、“侧款”。篆刻表现手法。刻于印侧的题记。隋、唐以来官印周围多刻有制印年月、编号、释文等。明以来篆刻家在印侧或上端刻年月、名款，甚至刻上诗文、图案等，多数为阴文，间用阳文。


薄意
 　篆刻表现手法。印章刻面除外的面上以浅浮雕轻度刻成的具有装饰性、相连贯通的图像。多在刻章之前已成形。


 思潮风格流派

总类


文艺思潮
 （artistic trend）　以创作和理论倡导某种文艺观念而形成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它的形成与流变，与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哲学、道德乃至一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思潮等整体文化状态，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每一历史时期，往往存在一种或几种文艺思潮，如欧洲16—17世纪的古典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在同一文艺思潮影响下，又有各种文艺倾向和流派。


艺术风格
 （artistic style）　艺术作品或艺术创作中显示出来的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题材处理、主题熔铸、结构布局、情节安排、表现手法运用、语言运用等各个方面。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艺术家的思想气质、生活经验、审美情趣、艺术修养、艺术才能等精神特点的具体表现。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贯性。是艺术家创作上成熟的标志。风格既有一定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更有艺术家个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明代学者高棅（1350—1423）编撰《唐诗品汇总》的方针就是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也能使人识得其风貌。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布丰（Buffon，1707—1788）称风格就是本人。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转换。“文章的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论风格》），是艺术家个人的印记和标志。马克思曾经引用布丰的风格既是人的名言，并把风格理解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由于生活的丰富性和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差异性，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对风格的美学特征我国古代已有许多方面的论述。关于风格的主体性，三国魏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首次指出由于作家的“气”诉诸文学，就形成了“文气”。南朝梁刘勰进一步指出作家的“才”、“气”、“学”、“习”与文章风格的关系，认为文章风格的形成是“因内而符外”。关于风格的时代性，《毛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不同的社会世态有不同的风格。明胡应麟认为：“风格体裁，人以代异。”强调了艺术风格形成的时代原因。关于风格的多样性，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具体论述了文章的各种艺术风格，提出了“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的“八体说”。南宋严羽和明屠隆（1542—1605）对各种风格进行了归类。在西方，对风格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风格学”。现代的文学风格学家倾向于把文学风格理解为散文或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偏重于从作品的辞藻、句子结构和句法、修辞语言的频率和种类、韵律的格式、语言成分和其他形式的特征以及修辞的目的和手段等方面研究文学风格。


感伤主义
 （sentimentalism）　亦称“主情主义”。18世纪后期的欧洲文艺思潮。发端于英国文学界，因其作品具有感伤情绪而得名。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矛盾更加显著。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深感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由此产生。在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小说中已出现感伤因素，但该思潮的正式得名，以英国作家斯泰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小说《感伤旅行》（1768）为标志。斯泰恩主张感情的自然流露，强调个人和社会的不可协调，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变化无常的情绪。这派作家均重视感情的作用，推崇人的自然关系的真诚合理，轻视纯理性主义，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念；创作方法上，主张细致描写人物的心情和不幸遭遇，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有时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怜悯，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有时放任个人情感，沉溺于感情世界，脱离现实，偏爱于抒发个人对生、死、黑夜和孤独的哀思，作品往往充满悲观失望的情调；喜用哀歌、旅行记和书信体小说的体裁。法国作家狄德罗的正剧，卢梭的《新爱洛绮斯》也有感伤色彩。德国狂飙运动中的有些作家如歌德、席勒的早期创作等也带有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18世纪后半期，俄国也一度出现了感伤主义流派。感伤主义文学对于19世纪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主情主义
 　即“感伤主义”。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与“现实主义”相对。一种创作方法和文艺思潮。该词源于中世纪各国用由拉丁文演变的方言（roman）所写的“浪漫传奇”（romance），即中古欧洲盛行的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作为创作方法，偏重于选择罕见的生活现象为素材，甚至虚构奇人、奇事、奇境，按照希望的样子来反映生活，从主观愿望和信念出发，把现实提高到理想。为了表达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浪漫主义还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文学处于神话创作阶段，许多作品已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屈原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一种运动和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初由席勒和歌德提出这一概念（见“现实主义”），后史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提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相对立的论点，并在《论德意志》中猛烈抨击了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雨果在1827年连同剧本《克伦威尔》一起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被公认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浪漫主义运动和文艺思潮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在文艺上是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也同这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有密切联系。德国古典哲学奠定了文艺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德国古典哲学的基调是唯心主义，它夸大主观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或者把客观精神提到派生物质世界的地位，强调人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自由的。这些哲学观反映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日益发展的自由竞争相适应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要求。它一方面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对美、崇高、悲剧、创作自由、天才等美学范畴的重视和研究，对浪漫主义文艺起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对浪漫主义文艺也起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在欧洲各国启蒙运动中传播甚广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使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同情劳苦大众，幻想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带上了乌托邦的色彩。由于各人在立场、观点、认识上的不同，浪漫主义又可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以歌德、席勒、雨果等为代表，后者以柯勒律治、施勒格尔兄弟等为代表。但因有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理论基础，他们在艺术理论上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是主观性，即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主观感情，强调表现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对自由、个性的追求。（2）着力描写大自然，继承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把大自然的美与现实的丑进行对比，大自然被他们看作是精神上的寄托。（3）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浪漫主义艺术家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与古典主义艺术追求静穆、素朴、和谐、完整的审美理想相反，浪漫主义艺术强调从生活的瞬息万变、精神的动荡不安以及富于特征性和神秘意蕴的各种奇特现象中揭示美。（4）重视民间文化传统，常以民谣和民间传说为创作素材，富有地方特色。18—19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法国画家席里柯（Jean Louis Théodore André Gericault，1791—1824）、德拉克罗瓦（Ferdinand Victor Eugene Delacroix，1799—1863）、英国画家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作家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雪莱、夏多布里昂、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等。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至今仍被使用，作为一种思潮为19世纪产生的现实主义所取代。


现实主义
 （realism）　亦称“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对。一种创作方法和文艺思潮。作为创作方法，侧重选择普通、平凡、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和事物，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如实的反映，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最早的美学依据。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莎士比亚等人将艺术比作现实的镜子，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系统地总结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文艺发展中的两种基本倾向，认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区别在于：前者再现现实，后者表现理想；前者重客观，后者重主观，并肯定这两种倾向可以趋于统一。歌德指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与爱克曼谈话录》1830年3月21日）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对后来欧洲现实主义两大文艺思潮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最早明确提出“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德国评论家普朗什（Gustave Plauche），他在1833年把对现实进行细心观察而创作的艺术即“在自然和传统的范围内进行创作”称为现实主义。19世纪近代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全盛期，在理论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得到突出的强调，别林斯基称“现实的”诗的特点是“真实，最高的真实”，要求“复制”和“再现”生活；恩格斯进一步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和以人物为中心强调典型化原则。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现实主义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法国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Champfleury，1821—1889）等人初次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并由杜朗蒂等在名为《现实主义》的刊物（1856—1857，共出6期）上发表了库尔贝的文艺宣言，主张作家要“研究现实”，如实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美化现实”。认为现实本身就是最适当的表现题材，对它无须进行任何修饰，坚持以当代生活为主题，以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为作品的中心人物。明确提出用现实主义这个新“标记”代替旧“标记”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弊病日益暴露和激化；自然科学发展和唯物主义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斗争中的胜利使人们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人们越来越不满于浪漫主义耽溺于主观幻想和个人叛逆反抗而忽视客观社会现实的主观主义创作方法。他们继承和发扬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冷静地观察和评价，如实地客观地描写，从剖析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揭示造成种种社会罪恶和弊病的社会根源。由此以如实描写现实生活，揭露批判社会黑暗为其特征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逐步代替了浪漫主义，成为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思潮。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也参差不齐，各具特色。它们共同的美学意义在于既妙肖自然，又高于自然，真切而传神地再现对象的特征，在观赏者心目中造成一种真实的幻觉，从而得到一种满足。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至今仍被使用。作为一种思潮，在20世纪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和流派。


写实主义
 　即“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
 （critical realism）　19世纪西方文艺流派之一。30年代在西欧和俄国相继形成。因其具有锋利的批判精神而得名。这一概念首先由高尔基提出。他在《和青年作家谈话》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制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随着资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揭露和批判的色彩日益增强。自19世纪30年代起，这种对现实不加粉饰、直面人生、并持批判态度的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广泛的艺术思潮。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深刻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矛盾，肯定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提出解决时代矛盾的出路。在文学方面，30—40年代的代表作家有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和俄国的果戈里，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阶段。这些作家怀抱着人道主义理想，执著于改良主义的宗旨，对现实社会的冷酷和不平进行揭露和批判。50—6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第二阶段，代表作家有俄国的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法国的福楼拜等人。至19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逐步过渡为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归于消失。在绘画方面，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画家库尔贝、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和俄国列宾（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
 ，1844—1930）等。


自然主义
 （naturalism）　一种创作方法和文艺思潮。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试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作为一种文艺思潮，自然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法国，后波及其他国家，影响到文化和艺术的许多部门。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中指出，人类的认识已进入第三个理论阶段，即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精神不再求知各种内在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包括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现象，都服从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自然主义主张以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认识现实，使艺术成为对自然的忠实模仿；偏重于描绘客观现实生活的精确图画，主张排除作者的主观态度，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不带任何政治和道德的倾向；要求创作者不仅有科学家的态度，而且要使用科学家的实验方法，即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收集大量关于人的资料，把人物放到各种环境中去，以便试验出他的情感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认为生物学规律决定人的心理、性格、情欲和行为，在作品中着重探索人物生理上的奥秘，阐明它对人物的影响；还主张排除一切小说性的成分，只写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件和细节，塑造平庸的小人物。它作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抗而出现，自诩是对19世纪30年代以来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崇巴尔扎克对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而不满于他“把英雄人物尽量地放大”、“只会铸造巨人”的做法，即典型化手法，认为这如同浪漫主义“捏造地扩大人物”和随心所欲一样，都不符合“科学性”。50年代初，福楼拜已提出某些自然主义观点，他的《包法利夫人》（1857）透露出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1858年，丹纳在《历史与批评文集》中第一个规定了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的含义，指出自然主义就是根据观察，按科学方法描写生活。他还在《英国文学史》的导论中提出文艺创作的决定因素是种族、环境、时代。龚古尔兄弟在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所写的小说《修女菲洛梅娜》（1861）、《翟米尼·拉赛特》（1865）以及一些具有宣言性质的序言，是自然主义兴起的标志。19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生理学家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的启发下，左拉（Emile Zola，1840—1920）发表了长篇小说《黛莱丝·拉甘》序言（1867）、《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等一系列论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然主义的文学观，提出像实验室的博物学家正确的观察和严密的实验那样去创作艺术作品。19世纪70年代末，左拉的小说《小酒店》问世后不久，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法国真正形成。一批作家聚集在左拉周围，结成了自然主义的“梅塘集团”，并于1880年发表被视作集团宣言的小说集《梅塘晚会》。自然主义对法国文学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德国的霍尔兹（Arno Holz，1863—1929）、意大利的维尔加（Gioranni Verga，1840—1922）、比利时的莱蒙尼尔（Camille Lemonnier，1844—1913）、俄国的阿尔志跋绥夫（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
 ，1878—1927）、美国的诺里斯（Frank Norris，1870—1902）、德莱塞（Theodore Herman Albert Dreiser，1871—1945）、克兰（stephen Crane，1871—1900）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自然主义倾向。


为艺术而艺术
 （l'art pour l'art；art for art's sake）　19世纪出现于欧洲的一种艺术主张和创作倾向。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小说”倾向而提出。它反对文学为现实生活所限制，反对文艺反映社会问题，反对文学艺术有“实用”的目的，认为艺术是自足的，除了它自身的存在外，没有任何目的。在19世纪末叶的法国文学中曾占优势地位，并波及其他国家。该词最初由法国哲学家库辛在1818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出，后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加以引用。诗人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1832年，他在诗集《阿尔贝丢斯》的序言中提出“艺术至上”的思想，1834年5月在为自己的小说《模斑小姐》所作的长序中说，“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此序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依据是德国康德的学说。康德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认为审美判断具有纯粹的性质，只是对单纯的形式的欣赏。“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也否认艺术的社会功利目的，认为文艺应该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它要求诗歌创作在形式上整齐完美，用严格的古典诗的格律，经过细磨细琢，雕词凿句而表现客观事物的美；诗人在作品中不能流露一丝一毫的感情。这一理论首先在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和戈蒂埃的创作中得到实现，并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如英国的王尔德、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美国爱伦·坡等都是这一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和倾向出现后，曾遭到一些进步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批判。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同“为财富而财富”、“为科学而科学”等等奇怪思想是一样的，指出一切人类的事业都应当有利于人。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提出之初，也有反对艺术为虚伪的道德服务的一面，普列汉诺夫认为，当这种主张与环境不协调，帮助人们超越环境之上时，这种倾向就会对艺术产生有利的影响。“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一度传入中国，后来遭到“为人生而艺术”一派的反对。鲁迅指出，“为艺术而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至20世纪30年代，唯美主义运动宣告结束，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仍不时地在其他艺术流派中表现出来。


象牙之塔
 （ivory tower）　回避现实、沉湎于个人主观幻想，着意追求形式精美的艺术创作方法和倾向。语出法国19世纪诗人、文艺批评家圣佩韦（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对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的批评。维尼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1837年后离群索居，闭门写作，编织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将贵族阶级理想化，鼓吹唯美主义，着意于文字雕琢。圣佩韦称他的这种创作活动为走进“象牙之塔”，并将他的作品也称作“象牙之塔”，暗喻其作品虽然精美却无积极的社会意义。后许多文艺批评家便把那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耽于超脱现实的主观幻想，片面追求艺术形式美的艺术家讥讽为走进“象牙之塔”。参见“为艺术而艺术”。


为人生而艺术
 （art for life's sake）　中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文艺主张和创作倾向。最早由法国居约（Jean Marie Guyan，1854—1888）提出这一思想，她反对游戏说和“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正如人生是严肃的那样，艺术是特别严肃的东西，艺术的最高目的在于生产具有社会性质的审美情感。1920年，沈雁冰明确提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该会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正式举起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文学的旗帜。《文学研究会宣言》指出：“要校正那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反映社会现象，表现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冰心、庐隐、王统晚、叶绍钧、落华生等许多作家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他们提倡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反对文学中的感伤主义和唯美主义，强调文学要反映人生，关心人民疾苦。“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张和创作倾向，在当时起着揭露社会黑暗、促进社会变革的进步作用。


形式主义
 （formalism）　一种忽视作品思想内容，强调形式至上的创作倾向和理论倾向。又泛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艺术形式的绝对化，认为文艺作品是“纯粹的形式”，内容在艺术中的意义等于“零”，文艺的历史，是“形式和手段的历史”，“只有形式才能成为研究对象”。从而否定内容的意义，割裂形式与内容、艺术与现实的联系。其主要特征是远离现实生活，表现形式奇特。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提出审美判断的四个界定，开了形式主义美学的先河。英国弗莱提出“审美的情感乃是一种关于形式的情感”，历来的艺术珍品都以“纯粹形式结构”取胜。贝尔发展了弗莱的“纯形式”论，认为一切艺术的本质只在“有意味的形式”，艺术家只需将自己的感情与事物的形式保持有目的的“秩序”，即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1916年在俄国彼得堡成立了“诗歌语言研究小组”，其主要成员有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他们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影响，着重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体裁和结构上的特点以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由各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有自己的作用。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形成文学的艺术性。什克洛夫斯基还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文学的发展是一条形式变化的长链；文学主题的产生不依附于社会发展，而由文学的本身，即决定于文学本身的结构形式（参见“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形式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因侧重点不同，形成各种不同的流派，如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


颓废主义
 （decadentism）　亦称“颓废派”。源自拉丁文decadentia，本义是堕落、颓废。19世纪下半叶后出现于西方的反映悲观颓废情绪的创作倾向。是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彷徨、苦闷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反映。最早表现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创作和戈蒂埃1868年对《恶之花》的评论中。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要求艺术完全与“自然”对立，风格上坚持高技巧，题材偏于离奇古怪，宣扬个人中心主义、悲观颓废情绪和变态心理。后来在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创作中有进一步的发展。


颓废派
 　即“颓废主义”。


唯美主义
 （aestheticism）　亦称“唯美派”。现代西方文艺和美学流派之一。19世纪末产生并流行于欧美各国。宣扬艺术的生命始于感情享受，把艺术的生命归结为与现实无关的纯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否认文艺的认识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把艺术当作闲情逸致的享受物，欣赏形式而不问内容，宣扬无思想性和不问政治，力图使艺术孤立于生活之外，并把艺术同现实对立起来。最先为法国诗人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所提倡，他认为只有无涉道德和实用的美才是真正的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主要代表人物还有王尔德、佩特等。美国作家爱伦·坡宣扬唯美主义的“纯诗论”，主张诗歌与真理、道德无关，诗歌只与趣味、美的韵律和形式有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受戈蒂埃和爱伦·坡的影响，进一步强调艺术形式美的重要性，认为丑恶的东西也可以赋予美的形式，痛苦被赋予韵律和节奏，能使心灵充满快感；道德能渗透艺术，与艺术混为一体，艺术家具有充沛、丰满的人性，艺术家即道德家。唯美主义理论在英国文艺理论家佩特那里得到了系统化发展。他认为美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孤立的、独特的；艺术批评探讨艺术表达的方式；艺术欣赏强调刹那间的美感，而人生意义就在于充实刹那间的美感享受；艺术的生命开始于感觉、印象的生动丰富，而归结为无关现实的形式之美或纯美。一般认为，他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的结论部分，是唯美主义的宣言。英国王尔德贯彻和发挥了这一唯美主义观点，鼓吹艺术至上，贬低社会生活，强调感官感觉，轻视感觉对象，追求形式，脱离内容，认为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生活中美的形式十分贫乏，全靠艺术家为生活提供美的形式，艺术评论家只有丰富、增强自己的性格和个性，才能阐明他人的性格、个性和作品。唯美主义绘画发展了一种抽象的形式美，提倡培养精细的艺术敏感性，对20世纪的工艺美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唯美主义的创作和理论活动形成一个较有影响的文艺运动和批评流派，在艺术上开拓了许多美的领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范围与能力。在美学上他们对艺术作品的形式美、个性特征、美感的独特性的强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片面强调美的无利害感和超功利性，走上了形式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道路，在文艺界与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消极的影响。


唯美派
 　即“唯美主义”。


象征主义
 （symbolism）　亦称“象征派”。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起于19世纪中叶法国诗歌领域，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鼎盛，影响遍及欧美及各艺术门类。19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前期象征主义，20—40年代为后期象征主义。前期象征主义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波德莱尔、兰度（Arthur Rimbaud，1854—1891）、魏尔仑（Paul Verlaine，1844—1896）、马拉美（Stéphané Mallarmé，1842—1898）等。波德莱尔于1857年发表的诗集《恶之花》，是象征主义的开山之作，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应契合，诗人可以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他所提倡的刻画个人的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思想，通过暗示、对比、烘托和联想来表现有物质感的形象的艺术方法，成为象征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本倾向和艺术手法。1886年9月15日巴黎《费加罗报》上，诗人让·莫雷阿斯（Jean Moréas，1856—1910）正式提出了“象征主义”的称谓，要求诗人们摆脱自然主义文学着重描写外界事物的倾向，努力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的可以感知的形式。象征主义作为自觉的文学运动开始发展起来。马拉美提出诗歌是用象征体镌刻出来的思想，西蒙斯（Arthur Symons，1865—1945）出版著作《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他们的影响，逐渐使局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向英、美、德、俄、意、西班牙等国家传播，到20世纪20年代终于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的现代派文艺运动。象征主义主张：在对象把握上，用被理智化的感受性从内心世界和表面世界的对应中发现独特的现实；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以象征和暗示作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手段，即用某种外在形象的描绘来体现、暗示、表达艺术家的与此形象相对应的思想观念和内在感情。其哲学、美学基础是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混合，认为现象世界的真正本质隐藏在科学、理性无法把握的“彼岸世界”，只有那里才存在“真”和“美”，诗的目的就是用象征方法来揭示这种虚无的存在，传达作者隐蔽的感受与情绪。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性诗人有法国的瓦莱利、奥地利的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英国的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和美国的艾略特等。艾略特的《荒原》被称为20世纪英美诗歌的里程碑。象征主义在戏剧方面也有所成就，代表作有比利时梅特林克的《青鸟》、德国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的《沉钟》和英国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的《骑马下海的人》等。象征主义的造型艺术是在现代主义的范围内发展的。绘画中的象征主义表现在法国沙旺、莫罗、杰尼、莱东，德国施图克，瑞士别克林和俄国“蓝色的玫瑰”展览会艺术家等人的创作中。他们受象征主义文学的启发，在高更等后印象派开辟的道路上继续探索。该派艺术主张和美学思想通过创作实践得到广泛传播，在西方发生很大影响。


象征派
 　即“象征主义”。


新浪漫主义
 （neo-romanticism）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是在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的影响下，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在新条件下的混合与发展。从抽象的人性和善恶观念出发去描绘远离社会现实的、新奇罕见的环境、事件和人物。代表作家有德国诗人格奥尔格，奥地利的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英国作家斯蒂文生等。它是现代主义的先驱。


现代主义
 （modernism）　亦称“现代派”、“先锋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文艺中与传统的文学艺术相反对的各种流派的总称。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美国的爱伦·坡、法国的波德莱尔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均可视为现代主义的远祖。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社会革命动摇了人们对西方文明和文化连续性的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西方世界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对一些西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当代历史是毫无效益和混乱不堪的光怪陆离的巨大场景，传统的创作方式已不再适用，只有用种种反传统的形式和风格方能表现历史所呈现的绝望和混乱的景象，冲出异化的牢狱走向整体。在思想渊源上，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尼采的意志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也都对现代主义的应运而生和发展变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和现象，它包括了很多在社会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美学观点和艺术主张、艺术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甚至对立的流派和派别。其名目繁多，往往昙花一现。如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强烈反抗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有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和欣赏习惯，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追奇骛新，向一贯受到尊重的文化标准挑战，以破坏既定的秩序，使常规读者感到惊异。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打先锋，即由一批以先锋自居的艺术家从各个方面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和突击。如以先锋派剧作家自居的荒诞戏剧大师尤奈斯库（Eugine Ionesco，1912—）指出：“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一个先锋派的人就如同是国家内部的一个敌人”，“先锋派的人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现代主义突出表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异化对立关系。现代主义的各流派在艺术创作上虽各有主张，但也有共同点。现代派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曾对此做过概括。一般说来，现代主义各派的共同点为：（1）它们都着重作品的构成形式。“一首诗的本质应该不在涵义，而在构成（be）”成为现代派的名言；（2）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3）不为信仰或与神沟通而运用神话，把神话当作艺术手段，使虚构发展为任意为之，以增强文艺对观众、读者的控制；（4）认为观察者比观察对象更重要，文艺作品通往大千世界中的唯我世界。凡此都反映了现代派重形式创新、重自由创造、重艺术现象和重主观表现的特点，但在每个特点上都表现为极端主义，以致现代主义的作品很难为一般的观众和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也有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各种新的流派称为“后现代主义”。


现代派
 　即“现代主义”。


先锋派
 　即“现代主义”。法文Avant-garde。该词源出法国军事战术教科书，意指为主要部队开道的前卫、先驱部队。随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发展，该词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诸种流派的总称。


新古典主义
 （neo-classicism）　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倾向。有的是借阐扬古典作家或某些文学传统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有的是力图恢复某些古典作家、作品的精神、特色。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些作家以古典主义为标榜，歪曲古典主义传统，鼓吹复古，又被称为“伪古典主义”。


神秘主义
 （mysticism）　现代西方的一种文艺倾向。否认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强调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感受、幻象，或某种超自然的幻觉，使艺术创作服从于盲目的本能和神秘的愿望。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颓废派的绘画、印象主义的音乐中都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意象派
 （imagism）　现代西方诗歌和美学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庞德、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和英国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弗林特（Frank Stewart Flint，1885—1960）等。1913年休姆（Thowmas Ernest Hulme，1883—1917）、庞德等人在伦敦发表意象主义的三点宣言，要求直接表现主客观事物；删除一切无助于“表现”的词语；以口语节奏代替传统格律。后洛威尔修改了这一宣言，提出意象主义六点主张：（1）语言通俗准确；（2）创造新的节奏；（3）题材完全自由；（4）用“意象”来写诗；（5）表现要具体确切；（6）简练浓缩。后又加上“要含蓄，不用直陈”。1914年至1918年间在洛威尔主持下出版了五卷《意象派诗选》，30年代又出版一卷。他们着重用视觉意象引起联想，表达一瞬间的直觉和思想。一般用自由体写作短小篇章。据庞德等自称，他们曾受中国旧诗和日本俳句中运用意象方法的影响。该派的理论代表是庞德。提出意象主义美学观点，认为诗不表现模糊的一般，而应准确地再现个别的事物，意象不是感官的感觉，而是事物的个别性，是各种不同事物的联合，是一瞬间呈现出来的复杂经验的集合体，它可以是一种“描述”存在，也可以是一种隐喻存在，但都应有一定程度象征性的心理意象。要求作品描写精细的心理活动，运用简练而富有感觉印象的词汇，诗句要有音乐感，从而造成丰富而精致的意象。认为意象要有喻义，隐喻不断重复呈现便成为象征，因此这派的创作经常运用隐喻、转喻、引喻和象征的手法。这些艺术手法后成为这派美学的基本概念。H·W·威尔斯在《诗歌意象》（1924）中把意象分为七种：装饰性意象、强合意象、潜沉意象、基本意象、精致意象、扩张意象、繁富意象，七种意象顺序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和文学的发展时期相对应。意象主义对欧美文艺和美学，产生过较大影响。


未来主义
 （futurism）　亦称“未来派”。现代西方艺术和美学流派之一。20世纪初兴起于意大利，以诗歌和造型艺术的革新为主。主要代表为意大利马里内蒂和博乔尼等。1909年，以马里内蒂为首的一批艺术家在《费加罗报》发表了第一篇《未来主义宣言》，认为诗歌中最重要的成分将是勇气、大胆和反叛，应从历来讴歌静止的睡眠状态转为敢作敢为的向前的运动，宣布过去艺术的终结和未来艺术的诞生。1910年，以博乔尼为首的画家在米兰与马里内蒂会面，讨论了共同的艺术原则，在都灵查雷拉剧院向观众宣布了《未来主义画家宣言》，主张绘画的模仿形式必为创造的形式代替。之后，他们又积极从事未来主义的文学和绘画创作，发表《未来主义戏剧作品选》、《未来主义诗集》等，并在巴黎、伦敦和柏林先后举办未来主义画展，发生较大影响。经激进派诗人阿波里奈的支持和宣传，未来主义运动便由一个地方性的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实验艺术和美学思潮。未来主义赞扬现代都市和工业文明，赞扬反叛、运动、速度、权力意志、原始的生命力，乃至于战争。在美学思想上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运动，美应该是速力的美，它比历史上最辉煌的东西都美，美就在斗争之中，美来自优良的机械效能，除此之外没有美；艺术应该表达“一种钢铁的、狂热的、骄傲的和疾驰的生活”的旋涡，展示在运动中不停变化着和变形的物象，径直表现动力感觉自身。为此，未来主义在艺术上试图解决绘画和雕塑这些静止形式中表现运动的问题，以运动和动态为表现对象，把许多连续的瞬间同时表现于作品之中，打破了传统时空观念的限制。未来主义与立体派有继承革新的关系，又可称为动感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由于讴歌战争，同情法西斯，主张历史虚无主义，很快就解体，为达达主义等运动所取代。


未来派
 　即“未来主义”。


抽象主义
 （abstractionism）　亦称“抽象派”、“抽象艺术”（Abstract Art）、“无对象艺术”。现代西方艺术流派之一，20世纪初产生于俄国，主要表现在绘画、雕塑领域。代表人物有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Kazimir Séverinovich Malevich，1878—1935）等。康定斯基在他的著作《论艺术的精神》（1911）和《点、线对于面》（1926）中，提出了一套抽象主义理论：（1）艺术是一个“自为的领域，只被自身的和作用于自身的规律统治着”。它应该脱离自然的“表皮”；（2）作为内心感受最合适的表现形式是“无物象”的；（3）形式因素是独立存在的，它只有自身的价值；（4）艺术不是不表达现实，而是表达“精神的现实”，“更高级的现实”；（5）美术犹如音乐，色彩和其他造型手段犹如音响。音乐传达一种情绪，本身是抽象的，绘画的各种色彩也能传达不同的情绪。他还提出“绘画的数学”这一命题，认为一根垂直线和一横线结合，产生一种近于戏剧性的音响。一个三角形的尖角和一个圆圈接触产生的效果，不亚于米开朗琪罗画上的上帝的手指与亚当手指的接触。抽象派一般分为两大支流，一为理智的抽象或逻辑的抽象，又称“冷”抽象；一为感情的抽象，又称“热”抽象，均发端于康定斯基。前者多通过几何形来表现，后者不假思索地用感情作画，即用色彩、线条、构图等来直接抒发感情。抽象主义抛弃了无限丰富的客观世界，完全在抽象的世界中寻找灵感和创造力。抽象主义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抽象美，艺术只能表达某种感情和情绪，不可能表达更深刻的内容，流于过分空灵和虚幻，但它在装饰美术、工艺美术和建筑美术方面，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使人们在点、线、面的结合上，感受到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美。


抽象派
 　即“抽象主义”。


构成主义
 （constructivism）　亦称“结构主义”。现代西方流行的一种艺术流派。发源于“立方主义”。1913年至1917年间在俄国形成。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大多表现为对绝对抽象形式和非写实化的追求。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突出表现某种形式结构。先出现于雕塑方面，后影响到绘画、戏剧、音乐与建筑艺术，并运用在实用美术设计方面。代表人物有塔特林、佩夫斯纳和嘉朴（Naum Gabo，1890—1977）等。


结构主义
 　即“构成主义”。


达达主义
 （dadaism）　亦称“达达派”。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1916年初，逃亡在瑞士苏黎世的罗马尼亚诗人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德国作家休森贝克（Richard Hülsenbeck，1892—1974）、法国画家阿尔普（Hans Arp，1888—1966）、作家巴尔（Hugo Ball，1886—1927）等发起成立以“达达”为名的文艺社团，并于该年2月2日开始发行的《伏尔泰酒馆》杂志上，首次将“达达”之名公诸于世。“达达”（Dada）一词在法语中意为“玩具马”（一说是随手从词典中找出的词；一说为查拉常用的口语，在罗马尼亚语中意为“对”），以其为名，本身并无意义，只是试图说明文艺应该效法婴儿，对周围世界作纯生理的反应。该流派以苏黎世逐渐向柏林、巴黎、纽约、科隆、汉诺威等地发展，代表人物还有文学方面的布列东（André Breton，1896—1966）、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艾吕雅（Paul Eluard，1895—1952），造型艺术方面的马赛尔·杜桑（1887—1968）、皮卡比亚等。1917年3月“达达”画廊开幕，7月由查拉主编的《达达》杂志创刊。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社会动荡和精神迷茫的产物。查拉在1918年3月23日起草的达达主义第一个宣言中声称：“自由：达达、达达、达达，这是忍耐不住的痛苦的嗥叫，这是各种束缚、矛盾、荒诞的东西和不合逻辑的事物的交织：这就是生命。”达达主义的美学和艺术主张是怀疑一切，嘲笑一切，否定一切，包括现实、理性、传统、规律、真理，把一切文化都视为“理智和社会的同谋犯”。在文艺创作上，否认逻辑作用，强调人类神秘多样的潜意识活动，奉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1814—1876）的“破坏就是创造”的口号，主张以怪诞的形象、混乱的语言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诗歌主张可随便从报纸上剪下的凌乱词句中偶然结合；戏剧则强调“敌视观众”；绘画采用拼贴现成物品的方法，甚至用垃圾、酒瓶、便池构成。杜桑于1917年把一个瓷制小便壶送到纽约独立艺术家展览会，题名为《泉》；1920年他又在巴黎节日宫殿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在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上画上几笔胡须，以此向传统的绘画法则挑战。达达主义的观点和所作所为，包含了对旧秩序、旧法则和现存制度的厌恶、反感、反抗和对理想秩序的憧憬，它所提出的“创造一个艺术娱乐中心”，赋予艺术活动以娱乐、幽默、诙谐的成分的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发掘工业社会的新材料、新手段，发明现成物体换位法，对现代艺术也有一定启示作用。但从整体上说，达达主义是艺术发展史上的消极现象，是无政府主义在艺术领域的反映。它在“反传统”和“革新”口号下表现出的反艺术、反审美、反道德的极端虚无主义倾向，在西方现代艺术中有深远影响。达达派从1922年开始内部分歧愈来愈大，1924年分裂，以布列东为首的一些人在巴黎组成超现实主义派。60年代西方出现“新达达”，其本质与“达达”一脉相承，只是媒介和手段较“新”。


达达派
 　即“达达主义”。


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　亦称“表现派”。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兴起于20世纪初，极盛于20、30年代德、奥、法和北欧各国。最初形成于绘画领域，后扩展到其他艺术领域。“表现主义”一词出自1901年法国巴黎举办的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画展，一说出自1911年德国《暴风雨》杂志的画评，1914年引入德国文艺界。表现主义在哲学上受到康德、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其核心是宣扬艺术即自我表现，主张艺术表现人的心灵真实和深层的潜意识，展示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和永恒真理，推动自我感情的昂扬和追求精神人格的价值。表现主义绘画视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和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为先驱，是对客观描绘外在世界的自然主义和追求光、影、色的瞬间感受的印象主义的反拨，它强调艺术的表现性，认为艺术是人类的内在需要（情感、直觉、梦幻等）的外在表现，其作品多为艺术家主观激情的爆发，以形、色、线三要素根据情感需要作抽象的主观组合来传达内心幻象。画面色彩奇艳，线条粗放，形体扭曲、夸张、变形，具有强烈刺激性。挪威画家蒙克主要以极为敏感的生命、死亡、恋爱、恐怖等为题材来表现内心的活动，主张描绘触动内心的眼睛的线条和色彩，画出所经历的东西。康定斯基则从表现主义走向完全摆脱客观物象的抽象表现主义，直接表现内在需要和精神的和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出现了把表现主义艺术家联合起来的“桥”、“蓝色骑士”等团体。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表现内心世界为其音乐主调，他追求无调性的自由，运用没有和声的对位，创立了“十二音体系”的现代派音乐，直接表现现代人内心的迷惘和变态。文学上的表现主义集中在戏剧、诗和小说上，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梦境、假面、鬼魂和潜台词来表现人物的感情，象征作家的意念，往往情节离奇突兀，语言类似梦呓，形象扭曲变态，强烈地表现出现代人异化的悲剧命运和破碎恐惧的心灵。瑞士剧作家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首开表现主义戏剧之先，《鬼魂奏鸣曲》表现了梦魇一般的内心无逻辑的活动。美国戏剧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强调要写出我们内心以及认识能力之外的事物。奥地利作家卡夫卡（Fuanz Kafka，1883—1924）是表现主义在小说上的杰出代表，他认为灵感来自天才者的内心，决不会把人引向单纯的模仿。这派艺术家处于战争和动乱的年代，有的带有虚无厌世的悲观色彩，有的则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主义艺术的美学观念在埃德施米特和布莱希特身上得到了理论表述。前者认为，表现主义的支柱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艺术家不应着眼于一时一刻的有限事物，而要表现经久不衰的激情，把握事物的意义，不应描绘琐碎的印象，而要抓住事实背后的东西，在令人激动和惊讶的面貌后面看到血液。人心是和一切事物紧密相连的，艺术家要通过艺术来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图像。后者认为，自然主义虽然使舞台上出现了惟妙惟肖的肖像画和逼真的社会角落，但这些只是有限的局部形象的过程，戏剧应通过表现主义的象征手法和风格化的舞台来揭示社会的运动，让人们看到改革社会的可能性，把新的首创精神变成娱乐的源泉。表现主义抬高自我，贬低客观世界，否定模仿，强调表现，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寻求真实，对现代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表现派
 　即“表现主义”。


拉普派
 （RAPP）　苏联文艺流派。拉普，俄文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缩写РАПП
 的音译，1925年1月成立，参加这一团体的成员称为拉普派。因办有刊物《十月》（《Октябрь
 》）、《在岗位上》（《На
 посту
 》）、《在文学岗位上》（《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
 》）等，故亦称“十月派”、“岗位派”。 主要领导人先后有罗多夫、瓦尔金、列列维奇、阿维尔巴赫、基尔松等，有影响的作家有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адеев
 ，1901—1956）、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Фурманов
 ，1891—1926）、绥拉菲摩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афмович
 Серафмович
 ，1863—1949）、潘菲洛夫（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Панфёров
 ，1896—1960）、革拉特珂夫（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ладков
 ，1883—1958）、别德内依（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
 ，1883—1945）等。人数最多时达一万余人。十月革命后，它在团结无产阶级作家、维护苏维埃政权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创作上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把哲学认识论与艺术混为一谈；又提出“写活人”、“写心理活动”、“突击手是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等口号，宣称艺术手法是作家“世界观的实践”；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提出“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口号，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采取打击的态度，主张由工农出身的作家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贬低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1931年《真理报》发表文章对这些观点和做法进行批评。1932年4月，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解散文学艺术领域中一切现存无产阶级组织的决定，拉普宣布解散，所属成员参加了以高尔基为主席的苏联作家协会。1937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拉普派原主要领导人被当作“人民公敌”，50年代中期在政治上恢复名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socialist realism）　1934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被确定的苏联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它被解释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基础上不断形成的，也是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同年5月29日，苏联《文学报》在为该决议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同年10月，斯大林在同苏联作家会晤后肯定了这一概念。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决议，正式肯定了这一方法，并把它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之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艺术家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在苏联，对这一提法始终存在着分歧。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在修改后的章程中，删去了原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概括的后面的一句话，认为这句话违背了艺术规律，容易在创作中导致“无冲突”论和教条主义倾向。60年代以来，苏联学术界对这一方法一直进行着热烈的争论。主要不同意见为：（1）创作方法应该多样化，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基本的创作方法外，苏联文学中还应存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2）苏联文学中只能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有其他创作方法；（3）“创作方法并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僵化的东西，而是一个内容在发展和丰富着的概念”；（4）既不能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成是一种硬性规定的公式，也不能抹杀它区别于其他创作方法的特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原则上新的美学体系”，是“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不断丰富的体系”。它具有把过去和现在的艺术各种流派在表现手法方面的成果结成一个整体的可能性。在我国，1933年4月号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周起应（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一文，较早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尚在讨论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亦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在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一概念也曾广为流行。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Combination of Revolutionary Real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的一种创作方法。简称“两结合”创作方法。1939年5月，毛泽东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结合当时正在盛行的大跃进新民歌，提出中国诗歌的出路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同年5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谈及文艺问题时，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该年6月1日，周扬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第一次公布，并确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当时文艺界一些人认为它更突出了革命理想主义，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是一种以现实为基础，以理想为指导，将革命气概与求实精神、革命理想与客观现实相结合的最好的创作方法，并曾一度扩大为各种文学艺术门类、样式的共同的创作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被指定为“唯一”的创作方法。1978年以后，美学界、文艺界就此展开了讨论。有的认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种不同的难以结合的创作方法，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势必削弱现实主义，导致空洞浮夸、粉饰现实；有的认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中尚缺乏成功的范例足以证明这一创作方法的科学性；有的认为人不能没有理想，它依然可以作为诸多创作方法中的一种。


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　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先出现于法国，后又波及欧美许多国家。主要是一个文学流派，但在绘画、影剧等方面也有表现。超现实主义由达达主义同法国象征主义结合后逐渐演变而成。法国诗人阿波利内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1917年在其自传体小说《断头诗人》中首先使用“超现实主义”一词。法国作家布列东正式用它作为文艺思潮的名称。布列东于1924年和1929年两次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宣称“要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他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即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的约束，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主张打破传统美学和道德的成见，追求最纯正、最生动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上主张作家“无意识书写”和“记叙梦境”，以表现下意识的心理活动，推崇用幽默手法来传达、解释幻觉和梦境。作品多表现反常思维逻辑，打破传统语言规范，渲染对客观世界厌倦和苦闷，排斥理性与道德。其哲学基础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梦幻心理说、精神分析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文学局限于法国境内，代表作家有布列东、艾吕雅（Paul Eluard，1895—1952）、阿拉贡（Lows Aragou，1897—1982）等，至30年代即告分裂。在美术领域，直至40、50年代仍盛行不衰，追随者遍及欧美、日本和非洲，代表画家有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米罗（Joan Miro，1893—1983）、克利（Paul Klee，1879—1940）、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和马松（Andre Masson，1896—1987）等人，毕加索也参加过这一运动。该派绘画多借如实传达表象的手法绘出潜意识中浮现的意象和荒诞恐怖的图景。该派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绝望，有严重的虚无主义色彩，但在表现潜意识和梦境等方面扩展，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对欧美各国文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现实主义
 （neo-realism）　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电影、文学领域。新现实主义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这一运动的理想和要求。它由一群经过反法西斯斗争洗礼的进步作家、艺术家组成，以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平等为思想旗帜，以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和面临的现实为艺术纲领。新现实主义一词1942年由意大利影评家彼特朗吉里（Pietrangeli）首创，通常认为，它是批判现实主义在战后的新发展。最早出现于电影创作。1945年拍摄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罗塞利尼，1944—1945）为其开端，代表作还有《偷自行车的人》（德·西卡，1948）、《橄榄树下无和平》（德·桑蒂斯，1950）、《警察与小偷》（莫尼切利，1951）等。电影剧作家柴伐梯尼（Zavattini）提出“用日常生活事件来代替虚构的故事”，“不给观众提供出路的答案”，“反对编导分家”，“不需要职业演员”，“每个普通人都是英雄”，“采用生活语言”等“新现实主义”创作六原则的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征是：深厚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激情，民主主义；反映的冲突和表现手段的简单明了和通俗易懂，侧重于拍摄“真人真事”，使用非职业演员，强调纪实性和客观性。新现实主义文学受新现实主义电影影响，描绘普通人平凡、辛酸的生活，暴露社会阴暗面。新现实主义作家视真实性为艺术的生命，作品具有“纪事性”和“文献性”的特点。他们常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直抒人物的内心感受，把作者、读者同人物的思想感情互相沟通、交融，使作品成为“抒情性文献”。


意识流派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和文艺创作的重要方法。意识流原意指人们内心的意识活动犹如流动不停的小溪，不受理性的支配和切割。后成为表现人的意识流动状态，从而达到真正的心理真实的文艺创作方法。其特点是注重对内部流动的意识，特别是潜意识的描写，试图直接表现连续发生的种种心象、情绪和记忆。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他在《心理学原理》（1884—1890）一书中指出：“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流动的。用一条‘河’或者一股‘流水’的隐喻来表达它是最自然的了。此后，我们再说起它的时候，就把它叫做思想流、意识流，或者是主观生活之流吧。”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加强了这一理论，认为人是一个绵延存在的东西，生命冲动只是一个永不停息、延续不断的过程，艺术的目的就是消除日常的一般概念，用直觉的方法，以个别化了的情感去与事物发生纯粹的情感反应。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则把意识流的理论推进了一大步。认为潜意识是精神的真正实际，艺术不过是反映潜意识活动的“白日梦”，既诱发往事的踪迹，又表达了未来的愿望，使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在文艺创作上，因该词具有描述处于觉醒状态的思想中连绵不断的思维与意识流动的特点，为现代派作家所广泛采用，起先作为一种文学技巧，是“内心独白”的同义词，后作为一种小说文体，最后成为一种流派的名称。重要代表有法国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爱尔兰的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和英国的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等。在意识流派代表作品如《追忆逝水流年》（普鲁斯特）、《波浪》（伍尔芙）、《尤丽西斯》（乔伊斯）、《喧嚣与骚动》（福克纳）等中，一反传统的叙事常规和心理描写，在时序上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交织和叠合，使它们相互渗透和衔接，跳跃穿插；注重内心的独白和自由联想，以大量的象征手法来为意识流动寻找等值物和寓意；在语言上背离正常的语法规则，省略标点符号，从而产生多义、梦幻的印象，以适应意识流动的特征。意识流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适应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活动的需要，突破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囿于生活的真实的局限，扩大了艺术表现的领域，推动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也给美学理论提供了新鲜经验。中国从1976年起的十年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广泛应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并在理论上加强了研究。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还影响到摄影、电影等。


荒诞派
 （absurdist）　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法国，后向欧美扩展，广泛流传。1961年英国戏剧评论家艾思林（Martin Julius Esslin，1918—2002）在《荒诞派戏剧》一文中首先使用这一名称，并全面分析了荒诞派戏剧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荒诞派的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尼采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荒诞派作家敏锐地感觉到战后西方世界的深刻危机，他们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发挥了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的“荒诞”观念，认为人和世界的存在都是丑恶的，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竭力表现宇宙的存在和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是“没有意义、荒诞、无用”这样一个主题。理论上，他们认为只有用断片式的荒诞形象来表现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性，表现人的内心感受，才能表达一种不可表达的真实。表现形式上具有“反戏剧”、“反文学”的性质，提倡非理性和纯粹的戏剧性，“通过直喻把握世界”，讲求符号化和哲理化，寓悲剧于闹剧的形式之中。荒诞派戏剧试图通过离奇、荒诞的形式反映“一种本质上的荒诞控制了人们的生活”这一现实。表现手法与传统戏剧和存在主义戏剧完全不同，一般没有情节、戏剧结构和冲突、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机智的应答和犀利的对话，有的只是动作机械的木偶，语无伦次的梦呓，使人感到是幻想和梦魇的反射。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是：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及其《等待戈多》（1952）、尤奈斯库（Eugene Ionesco，1912—1994）及其《秃头歌女》（1950）、阿达莫夫（Arthur Adamov，1908—1970）及其《侵犯》（1950）、热奈（Jean Genêt，1910—1986）及其《女仆》（1947）、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及其《看管人》（1960）、阿尔比（Edward Franklin Albee，1928—）及其《美国梦》（1960）等。


黑色幽默
 （black humor）　现代西方文学流派之一。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因弗里德曼在1965年3月编了一本收入十二个作家的名为《黑色幽默》的短篇小说集而得名。“黑色”喻严酷可怕的事实，“黑色幽默”即指主体对可怕的现实采取玩世不恭的嘲笑态度。“黑色幽默”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沿袭了存在主义关于“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思想，在作品中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现象加以放大、扭曲、畸变，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有“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之称。“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如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在描写手法方面，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黑色幽默”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它不同于美国文学中的幽默传统，与荒诞派有亲缘关系，显得沉郁悲观，反映了作家消极的人生观。但某些作家用冷嘲热讽、玩世不恭的态度，通过残酷的荒诞的寓言式艺术形象鞭挞社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效果。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不时仍有新作出现，至今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家还有小伏尼格（Kurt Vonnegut Jr，1922—2007）、平钦（Pynehon，1937—）等。


波普艺术
 （pop art）　亦称“新达达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欧美兴起的一种艺术流派，波普，英文Pop（通俗的，流行的，爆裂声）的音译，故又称“通俗艺术”、“流行艺术”、“通俗现实主义”或“新超现实主义”。1962年后迅速流行。其特点是主张艺术不再现现实的形象，不表现艺术家对现实的感受，无社会内容和美的形式，采用忠实地复制某种实物的方法，从广告画包装纸、储藏室或货架上的物品、垃圾堆里的破烂中提取某种东西，用到美术结构中去；有的则用沥青、喷雾刷色器、模绘板等涂画。在美学思想上属于“无形象”阵营。西方有人称其为“破烂艺术”、“非艺术”和“反艺术”（见《英国艺术百科全书·现实主义》）。法国理论家波斯德弗莱（Pierre de Boisdeffre，1926—）认为：“这种流行的东西，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承认为艺术，它是没有形式，没有图像的物质，是一堆空洞洞的概念。”代表人物有哈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1922—2011）、利希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1923—1997）、沃霍尔（Andy Warhol，1930—1987）等。


后现代艺术
 （post-modernism）　反对强调主体性和反对把主观与客观对立的哲学与文艺思潮。其代表人物大多持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解释学和实用主义观点。“后现代主义”一词在19世纪上半叶的建筑风格争论中已经提出，其“现代”主要指17—18世纪时期。德国尼采明确提出主观客观统一的认识论，也反对主体性。法国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反对在场的本体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反对黑格尔哲学那样的“巨大体系”，认为主体与客体是有联系的，主体只是认识的一个单位。认识结构包含有对立与差异，由差异的变化而形成发展过程。在文艺理论与美学上，反对以巴尔扎克小说为代表的古典写作方式，主张作品中空间与时间的混同与变化，想象内容与现实情况的并存，认为文本结构不是固定的，具有空白与裂缝，读者可以凭想象而加以填补，阅读也是创作。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理论、政治思想、伦理学、宗教等都有很大影响。


照相现实主义
 （photo realism；super realism）　亦称“超级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现代西方文艺流派之一。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西方流行。主张艺术的要素是“逼真”和“酷似”，必须做到纯客观地、真实地再现现实。所绘对象尺幅多数较大，如头像比原头部大十倍，面部连汗毛孔都纤毫无异地画出来，着重于表现生理细节。所作塑像与真人一般大小，涂上肤色，穿上衣服，配以道具，极度逼真。题材大都为车祸或殴斗枪杀现场情景。70年代起转向再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如学生、旅行者、超级市场的顾客、流浪汉等。代表人物有画家克洛斯（Chuck Close，1940—）、埃斯蒂斯（Richard Estes，1936—）、莫利（Malcolm Morley，1931—），雕塑家汉森（Duane Hanson，1925—1996）、安德烈（John Andre，1937—1991）等。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代表人物罗中立创作的油画《我的父亲》，影响很大。


超级现实主义
 　即“照相现实主义”。


超级写实主义
 　即“照相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
 （magic realism）　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于拉丁美洲的一个文学流派。该派接受了原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文化的传统影响，同时吸收了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并从西方现代派文学得到启迪。作品借用古老神话和民间传说，把拉美现实政治社会描写为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不乏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景，以“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为创作原则。采用象征、寓言、联想、暗示、高度夸张、人鬼不分、时序错乱、现实与梦幻交织等手法，以取得“魔幻”的艺术效果，并借魔幻境界折射严酷的现实生活。代表作品有哥伦比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1928—）的《百年孤独》、智利多诺索的《夜晚的不祥之鸟》等。


偶发艺术
 （happening art；happenings）　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一种艺术意念和艺术流派。主张艺术与生活结合为一体，以偶发性事件为手段，表现人的行为过程。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和从事偶发艺术活动的是美国艺术家卡普罗（Allan Kaprow，1927—2006）。他认为这是与传统艺术的技巧性和永久性原则相悖的新艺术形式，是拼贴艺术和环境艺术的继续和发展。1959年他在纽约鲁本美术馆举办的《六部分中十八个偶发事件》的表演展览，被视为最早的偶发艺术活动。


地景艺术
 （land art；earth art）　亦称“大地艺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艺术流派。由艺术家设计，动用众多人工在大自然中进行地貌改观的现代艺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艺术加工，使人们对看惯的景物重新予以注视，借以获得一种新的意义。因地景艺术作品规模宏大，难以观其全貌，而存在时间又较为短暂，故以摄影、录像等方式保存。由于制作需要大量资金，70年代末逐渐衰落。代表人物有史密森（Robert Smithson，1938—1973）、海泽（Michael Heizer，1944—）、奥本海姆（Dennis Oppenheim，1938—2011）等。


环境艺术
 （environmental art）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艺术流派。将绘画、雕塑、建筑及其他观赏艺术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使观者有如置身其中的艺术环境，旨在打破生活与艺术之间传统的隔离状态。创始人为卡普罗（Allan Kaprow，1927—2006）。环境的概念是指一个立体的空间区域，为了达到对多种感官（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味觉）的刺激，可事先安排，或以机械操纵。环境艺术有室内和室外之分，后者注重于大自然和城市的户外环境，如用“土方工程”改变地表面貌，著名的例子有美国犹他州的“螺旋状防波堤”和科罗拉多州的“山谷帷幕”等。


概念艺术
 （conceptual art）　20世纪60年代起流行于欧美的一种艺术流派。主张艺术不再作为一种客观物体，而是作为一种思想和概念，只需要构思和描述而不需要完成。活动形式具有多种概念的或非物质化的特点：其一，把过去与现在的行动用笔记、照片等纪实材料混杂在一起；其二，把写出的文字贴在画布上，让观者从中想象出画面来，头脑里出现的形象便是艺术品；其三，将身体置于一个空间，并以现在时态进行活动，如林克（Klaus Rinke，1939—）1972年的《变化——上身姿势》，就是一组表示身体姿势连续渐进的照片。


奥普艺术
 （OP art）　即“光效应艺术”。20世纪60年代中期流行的一种抽象艺术流派。“奥普”即“Optical”的中文缩写，意为视觉效应。该派艺术用几何形象制造出各种光色效果，以色带宽窄变化显现的波形，或几何色块形状色调的变异产生的凹凸感，给人以闪烁、流动、旋转、放射等运动感觉，造成视觉差错的“光效幻想”。该派曾于1965年在美国纽约展出了15个国家106名艺术家的作品，引起广泛注意，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以及家具设计等产生影响，并同建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代表人物有艾伯斯（Josef Albers，1888—1976）和瓦萨雷利（Victor Vasarely，1908—1997）。


光效应艺术
 （optical effect artart）　即“奥普艺术”。


捆包艺术
 （wrapping art）　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艺术流派。将物体用合成纤维布、绳索、钢缆等材料包裹起来的现代环境艺术。物体可以是瓶子、汽油桶，也可以是山谷、岛屿。1958年美籍保加利亚艺术家克里斯多·贾瓦切夫（Christo Javacheff，1935—）首创。他主张“艺术不应再是在不见人群的工作室里完成，它应是与社会或环境发生即时的共享关系”。代表作有《被捆包的海岸》、《包裹国会大厦——柏林计划》。


装置艺术
 （installation art）　在特定时间、场合用特定艺术品与观众互动的艺术流派。20世纪60年代出现。其形式和概念可追溯到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寻求重新定义艺术作品的作用和功能。它部分地对特定的展览空间进行转化，拒绝形式主义的范式以及市场化的作品。将艺术实践与非艺术的生活领域相联系，反对艺术必须具有分离的形式和持续的对象的艺术观念，打破了传统的将艺术视为审美经验独特领域的界限。


行为艺术
 （performance art）　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发展起来的艺术流派。其核心概念早在达达主义中已经出现。艺术家以人自身的肢体作为行为艺术的表现媒介，表演行为具有随机性、暂时性和不可重复性。其主旨不在于娱乐性，故其表演并不遵循舞台艺术的叙事模式。行为艺术家试图打破艺术一定要制作某物的传统的艺术观念，挑战观众对艺术的习惯性的理解方式。行为艺术成为先锋派艺术家反抗社会的重要艺术形式。


激浪
 （fluxus）　由西方前卫艺术家组成的以“反艺术”为特点的流派。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欧美。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其成员组成松散，亦无统一艺术风格。宣称要破坏艺术与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习俗。其艺术活动的典型模式为混合媒介，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都同时且不一致地在事件中出现。代表人物有博伊于斯、费列欧（Robert Filliou，1926—1987）等。


超前卫
 （transavantgarde）　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以创新精神回归传统艺术形式的运动。“超前卫”意味着，超越“前卫”的一切实验理念，不遵守任何确定的规则，使艺术家能够更自由地发挥创作本能。试图由此恢复艺术品令人欣悦的观赏价值。参与者有意大利批评家奥利瓦（Achille Bonito Oliva，1939—）策划，艺术家基亚（Sandro Chia，1946—）、库奇（Enzo Cucchi，1949—）、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1952—）以及玛利亚（Nicola De Maria，1954—）和帕拉迪诺（Mimmo Paladino，1948—）等。


动漫艺术
 （animation art）　综合漫画和动画的特征的艺术形式。“动漫”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和缩写。动漫艺术用一定数量的平面图像或三维图像进行连续快速的展示，创造出运动错觉的艺术形式。其产生得益于电影技术的发展，图片主要用手绘制。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动漫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二维动漫形象是利用2D位图或矢量图形在计算机上进行编辑。三维动漫是运用3D数字动态技术来塑造和操作，它可以塑造出非常逼真的、与实景难以区分的动漫形象。


公共艺术
 （public art）　艺术品置于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古已有之。当代的公共艺术意在拉近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其范围在不断扩大。公共艺术让公共空间充满活力，引发公众思考，表达社群认同。


视觉艺术
 （visual art）　运用一定物质材料创造视觉作品的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绘画、摄影、雕塑、舞台表演、导演艺术、光影设计、动画设计、舞蹈、建筑、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园艺、室内装潢、广告画、明信片等与视觉空间相关的门类。视觉艺术将长期被忽视的应用艺术纳入到艺术范围之中。视觉艺术家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创作新艺术，如计算机艺术、数字艺术等等。在当今技术复制时代，对视觉艺术的研究已越出纯粹个别样式的艺术品范围，扩大到视觉文化的总体范围，更多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新媒体艺术
 （new media art）　通过一系列新材料、新技术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形式。与科学技术的发明、新材料的发现有密切联系。始于20世纪初，在装置艺术、活动艺术中显露，在数字时代达到高峰。新媒体艺术中的影像艺术、数字艺术、计算机艺术等都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最大程度地依赖于新兴的遥感、交互、虚拟等技术手段，拓宽了艺术的表现领域，突破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绘画雕塑


尼德兰美术
 （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　14—16世纪尼德兰（约当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东北部）美术的通称。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重视反映现实生活和描绘客观对象，创造了表现人民日常生活的风俗画和写实的风景画，并改进了油画技法。代表人物有雕塑家斯留特尔（Claus Sluter，1405年后去世）、雕塑家和建筑师富里安特（Cornelis de Vriendt，1514—1575）、画家凡·爱克兄弟等。1581年荷兰独立后，分化为荷兰美术和佛兰德斯美术。


佛兰德斯美术
 （Flemish art）　16—19世纪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及法国一小部分）美术的通称。原为尼德兰美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荷兰独立后遂称为佛兰德斯美术。其发展道路与荷兰美术不同，即一方面因受异族压迫的影响而带有民主性的倾向，另一方面仍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和天主教会豪华、铺张、享乐的风气。代表画家有勃鲁盖尔、鲁本斯、凡·戴克等。对欧洲美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佛罗伦萨派
 （Florence school）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佛罗伦萨形成的一个画派。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为主导，将古代希腊、罗马的雕刻手法应用于绘画上，把中世纪的平面装饰风格改变为用集中透视、有明暗效果、表现三维空间的画法。在以宗教神话为主的题材中，把抽象的神画成世俗化的合乎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理想的人，成功地创造了人物画新风格。除了油画外，多创作大幅湿壁画，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绘画的面貌。初期代表画家有乔托、马萨乔等，盛期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为代表。15世纪至16世纪30年代最繁荣；16世纪末逐渐走向风格主义。


威尼斯派
 （Venice school）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威尼斯形成的一个画派。始于15世纪后期，较早采用从尼德兰传来的油画技法，在色彩运用方面较佛罗伦萨派更有特色。16世纪，威尼斯派成为欧洲油画创作中心。该派反映人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其画色彩明丽，形象丰满，构图新颖，但大多借宗教神话题材，描绘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代表画家有乔尔乔涅、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等，直至18世纪仍有提埃坡罗、加纳来多（Canaletto，1697—1768）和瓜第（Guardi，1712—1793）等画家。该派作品对欧洲绘画的影响很大。


学院派
 （Academic art）　亦称“学院主义”。17世纪开始在欧洲各国官办的美术学院中形成的一个画派。以保守、陈腐的观点，从基督教传说、神话故事中吸取题材，或画阿谀当代权贵的作品。在艺术上采取死板格式，追求繁琐、浮华的细节。以古典传统维护者自居，排斥其他学派艺术创造和革新。代表画家有法国的勒布朗、席罗姆（Jean Léon Gérome，1824—1904）、布格柔（William Bouguereau，1825—1905）、俄国的勃鲁尼（Фёдор
 Антонович
 Бруни
 ，1799—1875）等。


浪漫派
 （romanticism）　亦称“浪漫主义”。19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画派。该派摆脱了当时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羁绊，偏重于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创作题材取自现实生活、中世纪传说和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作品）等。代表作品有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画面色彩热烈，笔触奔放，富有运动感。


浪漫主义
 　即“浪漫派”。


巴比松派
 （Barbizon school）　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画派。亦称“枫丹白露画派”。其名来自巴黎南的枫丹白露森林入口处一个村庄巴比松。该派实际上只是一群聚在一起的法国风景画和风俗画画家。活动于1830年至1880年间。该派从浪漫主义派生出自然主义创作态度，一方面反抗浪漫主义过于夸张的感情和肤浅的生动性，另一方面以“自然”的风景反抗古典主义做作的“历史”的风景。该派画家崇尚在自然中寻找单纯普遍的景色，如田野、森林、河岸等，而不是惊人壮观的东西。其核心人物是卢梭（Rousseau），代表画家有迪普雷（Dupré）、迪亚兹（Diaz de la Peña）、多比尼（Daubigny）、雅克（Charles Emile Jacque）、特罗永（Troyon）等。而在巴比松活动的较为独立的画家还有科罗（Corot）和米勒（Millet）。


拉斐尔前派
 （pre-Raphaelites）　亦称“拉斐尔前派兄弟会”（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19世纪中叶在英国形成的一个画派。由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学生罗赛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1827—1910）和密莱司（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于1848年秘密组织。他们强烈反对当时皇家美术学院中以拉斐尔为模范而无对生活的敏感和独创精神的平庸画风。认为拉斐尔技巧熟练，却偏于表面的完美，文艺复兴初期画家技巧稚拙，却能直观自然，抒发真实的感情。主张继承“拉斐尔之前”的精神，创造一种清新真实、不同流俗的艺术，故称“拉斐尔前派”。这种艺术思想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庸俗习气的反感，并试图创新，但该派成员看不到社会发展的远大前途，厌恶大工业生产，追怀中世纪，反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倒退思想。在绘画内容上，多选择道德或宗教题材，从浪漫主义、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的文学中取材，歌颂过去时代生活的准则和特质，攻击当代社会的不公正。大多数成员的绘画风格生动鲜明，光线明亮，细节描写逼真，但也有流于烦琐之弊，往往削弱了较为粗犷的构图力量。代表画家有亨特、罗赛蒂、米莱斯和伯恩琼斯等。罗赛蒂的《白日梦》为代表作之一。


印象派
 （impressionism）　亦称“印象主义”。19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形成的一个画派。以重色彩和外光而著称。1861年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在落选沙龙展出了油画《草地上的午餐》，轰动法国画坛。1867年，马奈举行了一次个人作品展览，他的序言成为向官方美术战斗的一个宣言。虽然他从来没有参加印象派画家的联合展览，但被认为是印象主义画派的奠基人。1874年该派画家在卡普辛大道举办独立联合展览会，因发起人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的一幅画题为《日出印象》，该展览被官方批评家莱鲁阿讥评为“印象主义的展览会”，印象主义画派由此得名。该派反对当时学院派的保守思想和表现手法，采取在户外阳光下直接描绘景物，运用色彩表现光线和空间的变幻，表现大自然的瞬间印象。莫奈声称：“我所画的不过印象而已。”为了得到辉煌、强烈的光色效果，该派画家在调色板上去掉黑的和暗的色调，减弱明暗之间的对比，代之以色彩的对比，一反过去宗教神话等主题内容和陈陈相因的灰褐色调，使欧洲绘画出现发挥光色原理，加强表现力的新方法，对绘画技法的革新有很大影响，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印象派是一个总的名称，各个画家的画风、技法不尽一致。代表画家有莫奈、毕沙罗、西斯莱、雷诺阿等。至19世纪80年代，新印象主义吸取了印象主义的光色技巧，并予以新的发展，取代了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
 　即“印象派”。


新印象派
 （neo-impressionism）　亦称“新印象主义”、“点彩派”、“分色主义”、“点描主义”。19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印象派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画派。该画派的代表人物修拉（Georges Seurat，1854—1891）从法国化学家谢弗雷尔（Michel-Eugene Chevreul，1786—1889）写的《论色彩的法则》中吸收了关于色彩对比和颜色、色调并列所产生的混合效果的理论，从美国物理学家奥格登·鲁特（Ogden Wicholas Rood，1831—1902）的《现代色彩学》获得了关于单纯色彩通过视觉的混合比色彩色素的混合更有艺术效果的概念，把印象派的画法与这些现代科学成果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表现手法。在色彩上，把颜色限于红、黄、蓝、白四种基本色的范围，即用三原色（及其中间色）加上白色作画。在笔法上，用一些短小的点状笔触作画，即把各种单纯的色彩，以小圆点形式排列在画布上，产生分光镜里多样性的色彩和层次，再通过人的视觉作用达到自然的调和。新印象派者认为这一绘画方法比印象派的绘画方法更严格和科学，可以达到更亮、更真实、更强烈和更颤动的光色效果。他们强调排除自然本身的杂乱和无秩序，依靠人的精神创造有秩序的理想的美。新印象派在色彩和外光的科学分析上，发展了印象派的技法，并在形、质量感和重量感上弥补了印象派之不足。但其分割主义画法也遭到批评，被认为是“纯粹物理的”，画的色彩的分离带来了形与轮廓的分离。新印象主义的代表作有修拉的《大碗岛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西涅克（Paul Signac，1863—1935）的《圣克洛德附近的塞纳河》等。西涅克还著有《从欧仁·德拉克洛瓦到新印象主义》等论著。至19世纪末，新印象主义渐趋衰落。


新印象主义
 　即“新印象派”。


点彩派
 　即“新印象派”。


点描主义
 （pointillism）　即“新印象派”。


后印象派
 （post-impressionism）　亦称“后印象主义”。曾译作“后期印象主义”，实为“印象主义之后”。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法国形成的一个画派。与“新印象主义”同时兴起。重主观表现而不重客观再现。与印象派有联系也有区别。代表画家有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凡·高（Van Gogh，1853—1890）和高更（Paur Gauguin，1848—1930）。他们最初都或多或少地追随过印象派，后发现印象派太偏重于表达外在美和客观世界，就把注意力转向主观世界。塞尚主张绘画是一种“光学”，这项艺术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眼睛的思维里。其画把对客观世界的感受有条不紊地创作出来；风格简朴、明快，不重情节，多用启示的方法创造一种情绪、境界，着力刻画事物永恒的静态美；注意画面的结构，强调物象的厚实、稳重，用几何线条和几何形体来加强这种结构美；在厚实、严密的造型中表现韵律和节奏。他的特点是漠视传统绘画的空间透视法，常在画面上同时运用平视、仰视和俯视的观察法和表现法，画面上显示出平面感，如《安奈西湖》。塞尚晚年愈益趋向纯色彩和块面、构图的趣味，趋向“纯绘画”和抽象化，对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凡·高偏重于表达感情。主张不是照客观物象的样子作画，而是照画家的主观感觉作画。其画色彩、线条、形体和构图都表现出激动不安，由笔彩的颤动造成的曲线、螺旋线，加强画面的节奏和力度，并强调象征和变形。代表作为《黑夜》和《向日葵》等。高更在寓意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有独特的成就。其画采用东方绘画手法，画面上几乎没有空间透视，而用明暗和色调对比来创造空间感，具有平面感和装饰感，透出浓厚的原始宗教的气氛，如《雅各和天使搏斗》、《祈祷日》等。该派对后来的野兽派及表现派有很大影响。


后印象主义
 　即“后印象派”。


纳比派
 （les nabis）　19世纪末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画派。纳比（Nabis）一词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先知”，故亦称“先知派”。1889年由画家德尼、塞律西埃（Paul Sèrusier，1864—1927）、勃纳尔、维亚尔等共同创立。1890年德尼于《艺术与评论》杂志撰文，阐明该派艺术观点，认为艺术作品应被视为表现感觉的隐喻，崇尚象征主义。该派画家除致力绘画外，对舞台美术设计、书籍插图、广告、彩色玻璃镶嵌亦感兴趣。其艺术受高更和日本版画的影响甚大，强调轮廓线和色块，排除线的透视。1899年后基本销声匿迹。


野兽派
 （fauvism）　亦称“野兽主义”。20世纪初出现于法国的一个画派。1905年巴黎秋季画展（沙龙）上，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等画家的作品因色彩和笔触特异、形象夸张变形而引起强烈反响，评论家伏克塞勒（Louis Vauxeelles）用“野兽的笼子”讥讽之，“野兽派”由此得名。野兽派主张用原始眼光或用儿童眼光来观察现象世界，顺从本能进行创作，强调绘画表现主观感受，发挥直觉作用，用单纯的表现手法表现“只能感觉到的”客观事物的“真实”。在技法上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和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的启发，试图用色彩来表达自我精神，直接从锡管中挤出最鲜艳的颜料，把它们互相并列摆在一起而不用中间色调缓和。其画色彩对比强烈，线条粗犷有力，多用大色块，不用明暗法。认为要让人看了画后感到精神上的安慰和舒适。马蒂斯为了使画面获得装饰感，从日本、中国和波斯艺术中吸收许多手法。其装饰画、书籍插图形式简练、概括，有艺术感染力。他在1908年写的《一个画家的札记》中指出，绘画就是用艺术手段从平面唤出对象的形象来。被描绘的对象须通过译成色与线的简单的、纯粹的平面价值使之实现“本质的东西”。尽管这种“翻译工作”完全改变了对象原来的形和色，但却使它们上升到理想的状态，达到装饰性和表现性的绝对合一。野兽派没有固定的组织，艺术家只是聚集在一种理论的周围，各人的画风和技法也各异。代表画家还有杜飞（Raoul Dufy，1877—1953）、特朗（André Derain，1880—1954）和比利时的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1876—1958）等。野兽主义绘画到1907年达到了顶峰，几年以后即告消歇。


野兽主义
 　即“野兽派”。


立体派
 （cubism）　亦称“立体主义”、“立方主义”。20世纪初出现于法国的一个画派。其名起源于1908年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对秋季沙龙的一次评论。代表画家有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布拉克（Georçes Braque 1882—1963）等。立体派师承和发展了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追求表现物体形体感的手法，并受到非洲雕刻、西班牙古代伊里安人雕刻的影响，试图把自然和人还原为基本的几何学的单纯形体。它打破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把不同时空的东西组合在画面上。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1907），被认为是立体派的开端。该画放弃了传统的造型观念，试图把正面、侧面、斜切面同时结合在画面上。布拉克的风景画，也最早被人们称为立体派之作。立体主义是一种艺术形式和语言的探索的产物，它使用“破坏性”的艺术语言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破坏、畸变、变态，有相当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立体主义的理论依据是关于几何形体的美、关于科学和技巧对造型艺术发展的影响及关于纯绘画的理论。它主张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相对论和X光的透视原理运用到绘画中，打破绝对时空的观念，从不同的视角表现事物的众多层次和体面，透视到物质的内部结构，造成几何形体的美，不要情节和不要文学性。阿波利索尔在1911年发表的《立体主义的画家，美学的沉思》一文中主张“绘画具有纯洁性，这个纯洁性不容忍杂质”，绘画“不再是一种模仿的艺术，而是一种表象的艺术”。立体主义改变物体原有的形态，旨在给予它们的形体一种理念的立体感，而不是那种视觉的立体感。立体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07—1909年，为初期立体主义，特点是对自然形体的概括化，因受塞尚影响很深，又称塞尚主义时期；1909—1912年，为分析性立体主义，基本原则是用几何图形（圆柱体、圆锥体、立方体、球体、棱锥等），表现景物、人体的分解或割裂状态，常以直线和直线结构安排画面，用色简单，重视文字的作用；1912—1914年，为综合性立体主义，以对描绘的景物进行合成或综合为特点，并将写实要素引进画面，常把客体肢解或表现同时可以看见的数个方面，强调各个部分的重新叠合，重视色彩的表现力，将绘画部分与添加的物质材料（如木片、布片、报纸等）粘贴在画布上，使两者达到美学意义上的统一，这一创新开创了“拼贴”画的先河。


立体主义
 　即“立体派”。


立方主义
 　即“立体派”。


拼贴画法
 （collage）　20世纪初在法国出现的一种作画技法流派。由立体派开创。它将剪下来的纸张、布片或其他材料粘贴在画布及其他底面上，形成画面。法国立体派画家布拉克1911年所作《葡萄牙人》首创此法。毕加索、马蒂斯等也喜用此法作画。


奥费主义
 （orphism）　亦称“奥费立体主义”。20世纪初流行于法国的一个画派。奥费主义一词1912年由诗人阿波利内尔提出，主要用以描述画家德洛内（Robert Delaunay，1885—1941）等人的绘画风格。“奥费”为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俄耳甫斯的另一译名。德洛内等人将由光谱而来的色彩表现抽象绘画，画成抒情的几何图形，以别于一般立体主义。主张“纯粹音乐般的抒情色彩的抽象艺术”，“在光线的分析中，与自然保持关联”等。受其影响的画家有莱热、迪尚、克利、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1879—1953）等。


现成品艺术
 （found-object art）　20世纪初在法国出现的一种作画技法流派。它将日常生活物品直接或经过肢解、掇拾后组合成为一件“艺术品”。1913年法国达达主义画家迪尚首创把一件现成的自行车轮随意安装在凳面上，名之为《自行车轮》即是一例。这种“创作”在波普艺术中亦有出现。


巴黎派
 （ecole de Paris）　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聚集在法国巴黎的一群外国画家形成的一个画派。包括意大利的莫迪良尼，保加利亚的帕辛（Jules Pascin，1885—1930），苏联的夏加尔、苏丁，波兰的基斯林（Moise Kisling，1891—1953）等。这些外国画家是同一代人，皆属犹太血统。绘画风格为表现主义，但与北欧的表现主义不同。巴黎派这一名称最后包罗了更多的画家，成为当时绘画创新派的同义词。


超现实主义派
 （surrealism）　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画派。源于1924—1934年法国作家布雷东先后发表的3篇《超现实主义宣言》。此派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在绘画上把潜意识中的生与死、过去和未来、真实和幻觉等矛盾在所谓“绝对的现实”的探索中统一起来，一反正常的思维规律。曾在伦敦、巴黎举行画展。代表画家有米罗、达利、马逊（Andr Masson，1896—1987）、恩斯特、唐居伊（Yves Tanguy，1900—1955）等。


形而上派
 （metaphysical painting）　20世纪初期在意大利兴起的一个画派。1917年由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和卡拉（Carlo Carra）在费拉拉创立，之后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等意大利艺术家加入。该派关注一种新的观察方式，追求画面的哲学意味，探索超时空物体组合形式的非逻辑秩序，描绘冷漠孤寂的神秘感和梦幻效果。而且关心绘画的空间结构，具有建筑的清晰特征。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光线与投影；二是透视与图式，利用透视的不合理组合造成非现实的空间，有时把着衣人像模型放在人物之中，造成真实与虚幻的交错；三是色调与氛围，惯用单纯低沉的色调，渲染画面的神秘与不祥的梦境。对超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影响。


风格派
 （neo-plasticism）　亦称“新造型主义”。几何抽象主义画派。因荷兰画家蒙德里安于1917年创办《风格》（De Stijl）杂志而得名。主张艺术语言的抽象化与单纯化，将作品的色彩限制在原色、黑色、白色上，造型限制在横向与垂直的韵律节奏上。随后，德国包豪斯将这种艺术语言应用、推广到工业和建筑设计上，在世界现代艺术上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人物还有荷兰艺术家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里特韦尔（Gerrit Rietveld，1888—1964）等。


新造型主义
 　即“风格派”。


巡回展览派
 （the wanderers；the itinerants）　亦译“流动展览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俄国一批现实主义画家形成的一个画派和艺术团体。以在俄国各大城市进行美术展览活动而著名。他们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民主主义美学观点指导下进行创作，反对学院派教条，宣扬人道主义艺术理念。有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农奴制度残余，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克拉姆斯柯依和彼罗夫（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еров
 ，1834—1882），代表画家还有列宾、苏里科夫等。其作品对俄罗斯绘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流动展览派
 　即“巡回展览派”。


艺术世界
 （world of art）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圣彼得堡一群有新的美学观念的青年视觉艺术家为主形成的一个画派和艺术团体。有音乐、文学、舞蹈、戏剧人士参加。以佳吉列夫创办的《艺术世界》（1899—1904）杂志为阵地，与学院派和巡回展览派的理念相对立，赞同“为艺术而艺术”，提倡艺术个性和西欧新艺术运动的原则，探索俄国文艺发展的问题，渴望创造与西欧艺术相抗衡的俄罗斯民族艺术。代表性画家有别努阿、弗鲁别利、巴克斯特、兰谢列、索莫夫、涅斯捷罗夫、谢罗夫等。除传统美术领域外，在书刊装帧、舞台美术、芭蕾服饰和实用美术方面也做出重要贡献，在革新芭蕾舞舞台设计方面成绩尤其显著。


至上主义
 （suprematism）　亦译“绝对主义”。20世纪初俄国抽象艺术的一个画派。1913年，马列维奇在圣彼得堡开创俄国抽象艺术运动，使用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而非具体物象来表现感觉，把抽象绘画发展到极致。它把造型简化为方形、圆形、三角形和十字形，色彩简化为黑、白。马列维奇认为艺术是反映精神理念的工具，为了达到纯粹的艺术，应完全放弃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他创作的《黑正方形》、《白上之白》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该派对现代抽象艺术有较大影响，后经李西茨基传播到西欧，对构成主义和包豪斯等现代设计艺术有积极推动作用。


绝对主义
 　即“至上主义”。


桥社
 （the bridge）　20世纪初德国表现派的一个画派和艺术团体。1905年，由德累斯顿技术学校的学生凯希纳、黑克尔（Erich Heckel，1883—1970）、施米特鲁特勒夫等发起组成，后陆续参加的有诺尔德、佩许斯坦因（Max Pechstein，1881—1955）、缪勒（Otto Müller，1874—1930）等。在艺术上受民间艺术、原始艺术的启发，并受凡·高、高更及蒙克画风的影响。该派反对绘画模仿自然，强调绘画必须表现画家个人的幻想和内在激情，有些作品带有象征主义倾向。


蓝骑士派
 （the blue rider）　20世纪初德国表现派的一个画派和艺术团体。1911年，俄国画家康定斯基和德国画家马尔克等在慕尼黑举行蓝骑士联展，名称来自康定斯基1903年的一幅同名作品，1912年以后出版《年鉴》（Almanach）也沿用此名。此派绘画的特点为非具象，画风受法国野兽派、立体派等影响，讲究色彩和以自然为对象的新造型语言，崇尚原始艺术，以及古埃及、亚洲及哥特式等艺术。1914年即解散。代表画家还有雅兰斯基、马克（August Macke，1887—1914）、克利等。


新客观派
 （Neue Sachlichkeit；new objectivity）　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个画派。1923年德国曼海姆艺术厅厅长哈特劳布（G．F．Hartlaub）策划了一项展示一战后绘画发展的画展，并命名为“新客观”。该派与表现主义对形式的破坏不同，更追求直接的真实。代表画家有迪克斯（Otto Dix）、格罗斯（Georg Grosz）和贝克曼（Max Beckmann）等。纳粹上台后解体。


垃圾箱派
 （the ashcan school）　亦称“纽约写实派”。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画派。以罗伯特·亨利为首的八人画派为其核心成员。主题和宗旨与八人画派的写实主义相仿，故有时与八人画派名称相混。着重于描绘街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因有的评论家对其选择贫民窟等有社会意识的题材颇有微词，又对其大胆的写实主义风格感到不快，故称之为“垃圾箱派”。代表画家尚有贝洛斯（George Bellows，1882—1925）、霍伯、希金斯（Eugene Higgins，1874—1958）、肯特等。


纽约写实派
 　即“垃圾箱派”。


军械库展览
 （the armory show；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　原名“国际现代艺术展”。1913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展出。因地点在美国纽约第26街的69兵团军械库，故名。以推进欧洲现代主义美术运动在美国的传播为宗旨，曾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影响较大。主持人库恩（Walt Francis Kuhn，1877—1949）认为展览是“艺术新精神的起点”。展品中著名的有迪尚的《下楼梯的女人》及塞尚、康定斯基、马蒂斯、布朗库西、毕加索等的作品。


行动派
 （action painting）　亦称“纽约派”。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于纽约的一个画派。50年代初期风靡美国画坛并波及欧洲。该派着重于作画的行动。代表人物有帕洛克、德·库宁、罗斯科等。


南北宗
 　中国绘画史上最早被划分的山水画派。由明代万历年间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及沈颢所创立，其中董其昌所说影响最大。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始于唐代；南宗创始人是王维，北宗创始人是李思训；南宗是文人画，北宗是行家画。艺术风格是区分南北宗的主要标准，“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莫是龙《画说》）。“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李思训辈，或泼墨澜翻，或设色娟丽”（董其昌《画眼》）。指出：“李派板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陈继儒《偃曝余谈》）。认为南宗“裁构淳秀，出韵幽澹”，北宗“风骨奇峭，挥扫燥硬”（沈颢《画麈》）。共同倾向是褒南宗而贬北宗。此说揭示出中国山水画中重形似与重神趣两个基本派别的不同美学风格。南宗崇尚自然，以气韵生动为极诣，北宗崇尚雕绘，以传移摹写为能事；南宗注重传物之神，北宗注重传物之形；南宗主旨在得天趣，北宗主旨在得物趣。南北两宗说是晚明崇尚自然和性灵，强调个性自由，提倡创造精神的启蒙思潮的产物。对以后绘画理论和美学思想，影响很大。但此说把众多派别、风格归为两宗，有牵强处。


浙派
 　明代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前期，以戴进为代表的一批浙江籍画家活跃于朝野，山水、人物取法南宋画院体格，风行一时，遂有“浙派”之称。与戴进等同时稍后的吴伟、张路等人为“江夏派”，属“浙派”支流。明末的蓝瑛，画风虽和戴进不同，通常也被列入“浙派”。


吴门派
 　明代中国画流派之一。沈周及其学生文徵明，画山水名盛于明代中期，从学者甚众，著名的有文伯仁、文嘉、陈道复、王穀祥、陆治、钱穀等。他们都是苏州府人，苏州别名“吴门”，因称“吴门派”。其画风注重理法。在当时画坛占有重要地位。


吴派
 　明代中、晚期的代表画派。明中期的画坛以“吴门派”为首，晚期则推崇“松江派”。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区）本属吴地，所以也有人合称两派为“吴派”。


松江派
 　明末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区）三个山水画派的总称。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派”；以沈士充为首的，称“云间派”；顾正谊及其子侄辈，称“华亭派”。其中“苏松”和“云间”都导源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沈士充师宋懋晋，兼师赵左。这些画家，除宋旭外，都是松江府人，故总称“松江派”，而以董其昌为首。其画风特点注重笔墨。


华亭派
 　见“松江派”。


新安派
 　清初山水画流派之一。画家弘仁、查士标、汪之瑞、孙逸，是安徽歙县或休宁县人，休宁本歙县地，古名海阳；隋、唐时，两县迭为新安郡治，故后人合称他们为“海阳四家”，亦称“新安派”。他们的画风并不一致，但都以枯笔渴墨、意象荒寒为特色。


虞山派
 　清代山水画流派之一。山水画家王翚，先后师王鉴、王时敏，并取法宋、元，画名盛于康熙间，从学者甚众。翚为江苏常熟人，当地有虞山，因有“虞山派”之称。其画学及画风对清代山水画影响甚大。


娄东派
 　亦称“太仓派”。清代山水画流派之一。山水画家王原祁，继其祖父王时敏家学，效法黄公望，名重于康熙间，一时师承者甚众。原祁是江苏太仓人，娄江东流经过太仓，故称“娄东派”。其崇古的画风，对清代山水画甚有影响。


太仓派
 　即“娄东派”。


扬州八怪
 　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寓居江苏扬州的八位代表画家的总称。因被时人视为画坛“偏师”、“怪人、怪画”，遂有“八怪”之说。通常指金农（1687—1763）、黄慎（1687—约1770）、汪士慎（1686—约1762）、郑燮、李鱓（1686—1762）、李方膺（1695—1755）、高翔（1688—1753）、罗聘（1733—1799）（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亦有易汪士慎、高翔、罗聘为边寿民（1684—1752）、高凤翰（1683—1748）、杨法（凌霞《扬州八怪歌》）；或易高翔、李方膺为闵贞（1730—？）、高凤翰（郑昶《中国画学全史》）；又有将陈撰（？—1758）或李葂列入者（汪鋆《扬州画苑录》）。他们作画多以花卉为题材，亦画山水、人物，主要取法于陈道复、徐渭、朱耷（八大山人）、原济（石涛）等人，和当时流行画坛的尚古模拟之风不同，能不拘前人陈规，破格创新。重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对绘画创作的影响，强调“不趋时流，不干名誉”（金农《画竹题记》）。追求在画中体现自己个性，“予癖性爱竹，爱其陵霜傲雪，无朝华夕瘁之志”，故“暇日则写其貌”（同上）。注重艺术独创性，要求画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画竹之法，不贵拘泥成局，要在会心人深神”（郑燮《题兰竹二十三则》），“未画意先有”（金农《画梅题记》）。主张“不泥古法，不执己见”（郑燮《补遗》）。对近代绘画有一定影响。


海上画派
 　亦称“上海画派”、“海派”。清代中国画流派之一。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商埠，各地画人麇集，形成绘画活动中心，遂有“海派”之称。其特点是笔墨明快，色彩亮丽，寓意吉祥，意境清新，能为雅俗共赏。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蒲华、虚谷、任伯年、吴昌硕。《海上墨林》所记画家多达700余人。


上海画派
 　即“海上画派”。


岭南派
 　近代中国画流派之一。广东番禺高剑父（崙）、高奇峰（嵡）兄弟和陈树人（哲），早年师事花鸟画家居廉，后留学日本进修画艺。他们的作品，多写中国南方风物，在运用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日本和西洋画法，注重写生，笔墨不落陈套，色彩鲜丽，别创一格，人称“岭南派”。


长安画派
 　现代中国画流派之一。20世纪40、50年代，由居住或寄居在古长安（今西安）一带的画家形成的地域性流派。画家有赵望云、张大千、石鲁、何海霞、黄胄、方济众、康师尧、徐庶之、刘文西等。该派一反清末、民国年间中国画坛摹古不化之风，大胆走向生活，大量写生创作，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感觉，并形成陕北风味的地方特色，成为新中国画坛的一支生力军。


犍陀罗艺术
 （Gandhara art）　古印度王国犍陀罗以佛教为题材的雕塑艺术。犍陀罗，梵文Gandhāra，古印度地名、国名。相当于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及其邻接的阿富汗东部一带地区。是印度与希腊、罗马两种宗教文化与艺术观念交融的产物。与以前古印度佛教雕塑艺术不直接绘摹佛陀形相，艺术风格重在象征不同，犍陀罗艺术家借鉴希腊、罗马阿波罗神像等传统雕塑形式直接塑造佛陀偶像，形成具有崭新艺术风格的犍陀罗艺术。其雕塑形象生动传神、线条简洁流畅，尤其衣纹贴体、富于质感。后又与波斯萨珊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的秣菟罗佛教艺术流派融合，所雕佛菩萨像薄衣透体、衣纹细密匀致。犍陀罗艺术曾随佛教东渐，对中国早期佛教雕像艺术影响极大。

音乐舞蹈


古典音乐
 （classical music）　泛指过去时代具有典范意义或代表性的音乐（不包括民间音乐）。有时专指欧洲19世纪初以前的专业音乐创作，特别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或师法该乐派的音乐。亦常用作现代派音乐或爵士音乐的对称。


流行音乐
 （popular music）　亦称“通俗音乐”。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相对。一种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的器乐曲和歌曲。又有“大众音乐”之称。不同时期对“流行音乐”有不同的概念。其题材大多取自于现实生活，声乐作品以歌颂爱情居多；表现手法自由，旋律易记易唱，节奏强烈清晰，更强调个性。


通俗音乐
 　即“流行音乐”。


尼德兰乐派
 （Netherlandish school）　亦称“佛兰德斯乐派”。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音乐流派之一。以在尼德兰从事音乐活动的一批作曲家为代表。所作多为弥撒曲、经文歌等宗教乐曲，亦作有不少牧歌和世俗性歌曲。创作中高度发展了模仿对位和复杂对位技法，声部进行严谨、工致。尼德兰乐派曾延续几个世代，而以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为其盛期，对欧洲复调音乐的发展有很大作用。代表作曲家为杜飞（Guillaume Dufay，1400—1474，生于意大利）、卞舒阿（Gilles Binchois，约1400—1460，生于比利时）、奥凯格姆（Jean de Ockeghem，约1430—1495，生于佛兰德斯）、约斯堪·德普雷（Josquin des Près，约1440—1521，生于勃艮第）等。其成就在16世纪下半叶为拉索、在18世纪上半叶为德国的巴赫等所继承，并引向新的阶段。


佛兰德斯乐派
 　即“尼德兰乐派”。


威尼斯乐派
 （Venice school）　17世纪中叶形成的欧洲歌剧乐派。兴起于意大利威尼斯。其形成和发展与1637年威尼斯首建公众歌剧院，成为17世纪欧洲歌剧中心有直接关系。所作歌剧多为古典题材，音乐富戏剧性，与戏剧并重。其声乐部分逐渐形成宣叙调与咏叹调的区别。代表作曲家为蒙特威尔地及其弟子卡伐里（Francesco Cavalli，约1602—1676）等。约1650年后，因城市发展，歌剧院蜂起，剧情乃日益流于平庸和程式化，且有重音乐而轻戏剧的倾向。演出中，常以豪华的场面、离奇的特技和歌手卖弄技巧的即兴发挥独唱吸引观众。代表作曲家为切斯蒂（Pietro Antonio Cesti，1623—1669）等。


威尼斯乐派
 （Venice school）　1530—1620年间盛行于欧洲的器乐乐派。发轫于意大利威尼斯。以音响宏大、对比鲜明为其特点。其形成和发展与尼德兰乐派复调传统及意大利世俗性演奏风格有密切关系。对欧洲器乐的形成和主调音乐的早期发展有很大影响。代表作曲家为威拉特（Adrian Willaert，约1480—1562）及其弟子安·加勃里埃里（Andrea Gabrieli，1510—1586）、乔·加勃里埃里（Giovanni Gabrieli，1557—1612）等。


那波利乐派
 （Napoli school）　17世纪末形成的西欧歌剧乐派。兴起于意大利那波利。18世纪20年代后，其歌剧风格传遍德、奥、英、法等国宫廷。奠基人为普罗文察莱（Francesco Provenzale，1627—1704）。早期的那波利歌剧都为正歌剧，题材采用神话或历史故事，音乐侧重抒情，戏剧表演与乐队伴奏等均居于从属地位，剧中不用合唱及芭蕾场面，独唱技术高度发展，形成美声唱法。代表作曲家为亚·斯卡拉蒂，脚本作家为麦塔斯塔西奥，歌唱家为法里奈里（Farinelli，1705—1782）等。18世纪20年代后，宫廷正歌剧日益僵化，内容空洞，唱词庸俗，因而出现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喜歌剧，与正歌剧并存。喜歌剧剧情诙谐，音乐质朴，具有较强的民间气息。代表作曲家为佩戈莱西及其后的契玛罗萨、帕伊西埃洛等。


曼海姆乐派
 （Mannheim school）　18世纪中叶形成的欧洲器乐乐派。由在德国曼海姆宫廷乐队中供职的一批乐师所组成。在交响乐写作手法和管弦乐队演奏风格上大力创新，如以全部写出的乐队部分取代通奏低音，以突出主旋律的主调织体取代模仿对位和赋格以及发挥管弦乐队的音量、力度及其对比、变化等，提高音乐的戏剧性表现力。主要代表人物为该乐队队长兼指挥施塔密茨（Johann Stamitz，1717—1757）、其继任人坎拿比希（Christian Cannabich，1731—1791）和不少原籍捷克的音乐家。该派在欧洲器乐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前驱。但其作品常有程式化的弊病。


维也纳古典乐派
 （Viennese classics）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20年代形成于维也纳的西欧作曲学派。以古典风格为标志。奠基人为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代表人物还有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等。其美学思想和创作特点与启蒙运动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关系密切。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以及与现实的联系，力图挣脱封建贵族的思想束缚，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强调个性，既在作品内容方面体现个性要求，更注重作曲家的独创性，使作品表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和丰富的形象，具有崇尚理性，强调逻辑，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理性和情感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的美学特征。他们对多种体裁进行了探索，尤其在交响乐领域内总结前人的成就，进行大胆革新创造，确立了古典主义器乐创作的基本原则——鲜明的民族特点、深刻的哲理性与完美匀称的形式相结合、技巧性因素与诗意内容相结合。重视发挥音乐本身的功能，强调对内心活动和感情的表达而不赞成拘泥于对具体事物的描绘，莫扎特认为，音乐“要始终成为音乐”，贝多芬也认为音乐中的感受多于绘画。该乐派开掘、丰富了音乐的美学功能，发展了悲剧性的、戏剧性的、刻画复杂细致心理的音乐思维，开辟了器乐创作的新的发展方向，确立了音乐中“主题展开”的原理。该派确立了近代鸣奏曲式结构、管弦乐队基本编制以及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三重奏、四重奏等器乐套曲的体裁和形式，对西洋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在维也纳出现以勋伯格为代表的，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第二维也纳乐派”，其成员追求半音阶的无调性，创十二音体系。


拉格泰姆
 （ragtime）　盛行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流行音乐。最初是一种钢琴音乐。在黑人音乐基础上吸收欧洲音乐特点而发展起来，最大特点是复杂的切分，左手以规整的二拍子为四拍子作为背景。其代表人物是乔普林（Scott Joplin，1869—1917），被称为“拉格泰姆之王”，最著名的作品有《枫叶拉格泰姆》、《娱乐者》等。爵士乐兴起后被替代。


爵士乐
 （jazz）　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新奥尔良的流行音乐。主要来源于黑人劳动歌曲、散拍音乐（ragtime，一译“拉格泰姆”）、灵歌（spiritual）、布鲁斯（blues，一译“怨歌”）等。最初多由包括一两件铜管乐器及吉他、班卓琴、低音提琴等的小型乐队（五至十余人不等）作即兴演奏。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芝加哥，后经纽约传遍美国和世界各地。爵士乐的主要体裁是舞蹈和歌曲。因曲调、和声、配器和主奏乐器及其演奏风格的不同而分为新奥尔良爵士、芝加哥爵士、摇摆乐（swing）、布基沃基（boogie woogie）、比波普（be-bop）等。其主要特点为即兴的演奏风格及强烈的切分音。爵士乐的风格特点，曾被不少作曲家吸收采用。


印象主义音乐
 （impressionist music）　20世纪初期在法国兴起的音乐流派。由法国作曲家德彪西首创。它在印象主义画派和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下形成，带有一种抽象的、超越现实的色彩，也吸取了东方音乐的养料。音乐上在形式、织体、表现手法、基本美学观点以及所追求的艺术目的和艺术效果等方面有明显的特点。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相比，更多地描写色彩带来的感觉或印象，渲染出一种神秘朦胧、若隐若现的气氛和色调。在乐曲的形式上多采用短小的、不规则的形式，以便更好地体现印象主义音乐较为自由的特点。它是浪漫主义音乐向现代音乐过渡的桥梁之一。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德彪西、拉威尔等。


新即物主义音乐
 （new objectivity）　20世纪初期形成的音乐流派。源于现代美术，强调“画”就是事物的原貌，不应该加进主观的臆想和表现。此概念后来影响到文学和音乐。在音乐上的代表人物是德国作曲家亨德米特、美国小提琴家海菲兹。


新维也纳乐派
 （neo-Viennese）　20世纪初期形成的欧洲作曲学派之一。以在维也纳从事音乐创作的表现主义作曲家勋伯格及其学生韦伯恩、贝尔格等为代表。有别于维也纳古典乐派，故名。这一乐派在创作上与传统调性思维相悖，追求无调性和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技法。


摇摆爵士
 （swing music）　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流行音乐流派。1924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加入的大乐队，被视为最早的摇摆爵士大乐队。1935年班尼·古德曼大乐队的成功，使它在流行乐坛确立了地位。直至1946年大乐队时代的结束，摇摆爵士一直是美国流行音乐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其特点是合奏更为简化，个人的即兴演奏密切地建立在旋律基础之上。代表人物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班尼·古德曼、康特·贝西等。


比波普
 （Bebop）　亦称“波普”。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的激进爵士乐风格和流派。是现代爵士乐的前身。由爵士小号手约翰·伯克斯、吉莱斯皮和萨克斯手查理·帕克共同创立。与摇摆乐最主要的区别是演奏者参与即兴演奏时，常在第一个主题演奏之后就抛弃旋律，强调自由，富于冒险性，演奏速度非常快。它极大提高了音乐的艺术性，但脱离了喜爱爵士乐和舞曲音乐的广大听众。


波普
 （bop）　即“比波普”。


冷爵士
 （cool jazz）　亦称“凉爵士乐”。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的爵士乐风格和流派。盛行于50年代。由于集中在美国西海岸，故又称“西海岸爵士”。音乐风格温馨、典雅、舒缓、放松，演奏上偏于轻松从容，音响上松弛、悦耳，每种乐器互不干扰，“点到为止”。代表人物为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1926—1991）等。


新古典主义音乐
 （neo-classical music）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影响面最大的现代音乐流派。以意大利作曲家布索尼和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为代表。该乐派针对后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标题性、主观性，主张音乐应回到“古典”中去，回到“离巴赫更远的时代”去，把古典的均整平衡的形式，用现代手法再现出来。音乐上力求模拟古代音乐风格，而在创作手法上则用现代的技术，形成一种新型的拟古音乐风格。许多作曲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如法国的奥涅格、德国的亨德米特、匈牙利的巴托克、苏联的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等。该乐派作品的题材选自古代神话或中世纪宗教故事。最典型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音乐《艺神的阿波罗》、《仙女之吻》等。


点描法音乐
 （pointillism）　20世纪30—40年代出现的音乐流派。奥地利作曲家韦伯恩在晚年创造。在音乐上使用许多被休止符隔断的短音和音组构成乐曲，其技法特点类似于印象派画作中的点描法。主要作品有《钢琴变奏曲》、《小品六首》、《乐队变奏曲》以及许多声乐曲。点描法音乐首次将无声视为一种音响，并把它与有声放在同等的地位，极大启发了约翰·凯奇、施托克豪森等作曲家。


先锋派音乐
 （avant-garde）　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流派。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作曲技术和表现手法上刻意创新，常采用序列主义、电子音乐、具体音乐、偶然音乐等技法，并积极开辟新的音源。主要代表人物有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伯特威斯尔（Harrison Birtwistle，1934—）、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凯奇等。


微音程音乐
 （microtone music）　亦称“微分音乐”。先锋派音乐的一种。20世纪一些作曲家试图突破传统的乐音体系，寻求传统乐音体系以外的其他技巧来作曲，即不再按照一个八度内组成的十二个半音为最小音程单位的乐音，而使用小于半音的音程。往往将一个八度分为19份或31份，有的分为不平均的43份，更有甚者在一个八度内不分音。科技的日益进步和电子音乐的飞速发展，为微分音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节奏与布鲁斯
 　（Rhythm and Blues）亦称“节奏蓝调”。由黑人表演者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类似音乐类型的总称。源于布鲁斯音乐，是现今西方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的基础，也是嘻哈乐和Rap的来源。其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早期被称为跳跃布鲁斯，以爵士乐吹奏乐器演奏和摇摆乐节奏，结合布鲁斯音乐基本重叠唱法和弦乐演奏而形成；一说由节奏爵士和布鲁斯结合而成。20世纪50年代跳跃布鲁斯更名为“节奏与布鲁斯”，成为被大众接受的新型音乐风格。


节奏蓝调
 　即“节奏与布鲁斯”。


灵歌
 （gospel music）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美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流派。起源于底特律黑人音乐。雷·查尔斯（Ray Charles，1930—2004）是第一位灵歌艺人。他在节奏与布鲁斯音乐中大量吸收了黑人福音音乐的激情与唱法，特别是被称做“花唱”的发声法。从60年代开始直至灵歌的没落，“灵歌排行榜”一度成为黑人音乐排行榜的代名词。


灵魂乐
 （soul music）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美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流派。音乐上的特点是“灵歌”和“节奏与布鲁斯”的演奏以及白人音乐家歌声的组合。以莱蒂斯（Righteous）兄弟用打击乐伴唱《失去爱的感觉》为标志。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颓废。20世纪70年代又得到继续发展，风格更为现代化。


雷鬼
 （reggae）　20世纪60年代在牙买加兴起的一种特殊节奏音乐。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源于节奏与布鲁斯，同时还加入了拉丁音乐的元素。音乐节拍极有节奏感，加重低音，偶尔出现牙买加式的Rap。雷鬼的核心精神是快乐和自由，摆脱一切人为的苦难，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代表人物是鲍布·玛利（Bob Marely，1945—1981）。


说唱乐
 （rap）　音译“莱普”。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流行音乐形式和流派。Rap作为美国黑人俚语，意为“说唱”。音乐上的特征是在机械的节奏声背景中，快速地述说一连串押韵的诗句。歌词幽默、风趣，常带讽刺性。后成为嘻哈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莱普
 　即“说唱乐”。


嘻哈乐
 （hip-hop）　亦译作“嘻蹦乐”。音译“希普霍普”。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流行音乐形式和流派。综合说唱乐、涂鸦、街舞和DJ打碟等流行元素而形成。Hip是臀部，Hop是单脚跳，加在一起就是轻扭摆臀，原指雏形阶段的街舞（即霹雳舞）。现在的Hip-Hop还包括宽大的衣服、沉甸甸的纯金属饰品、“Yo Yo what's up？”的口头语等美国贫民街区街头文化的内容。


希普-霍普
 　即“嘻哈乐”。


摇滚乐
 （rock music）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通俗音乐。早期称Rock and Roll（或Rock N Roll）。由美国西部的乡村歌手在演唱中吸取黑人音乐的因素而逐渐形成。其中美国宗教歌曲、西部乡村音乐、黑人音乐中的节奏成分和布鲁斯音调等常融成一体。早期的摇滚乐多用吉他、钢琴、鼓、萨克斯管等乐器伴奏，音调亢奋喧闹，乐句简单而不断重复，节奏富强烈的动力感，歌词内容多为学校生活、爱情等。20世纪60年代起转向反抗社会的主题。早期代表歌手比尔·哈里（Bill Haley，1925—1981），1954年所作的《昼夜摇滚》较有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绰号“猫王”的普莱斯里为最受欢迎的摇滚乐歌星。1962年英国列侬等四名青年组成的“披头士乐队”使摇滚乐出现一个新的高潮。60年代的著名摇滚乐队与歌手还有以贾格尔（Mick Jagger，1943—）为首的“滚石乐队”和迪伦（Bob Dylan，1941—）等。


民谣摇滚
 （folk rock）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流行音乐流派。它基于民歌的结构和主题，适于民谣乐器和技术演奏。以1965年迪伦（Bob Dylan，1941—）在纽保特民谣节表演中用电吉他代替木吉他伴奏为诞生标志。音乐上没有固定的节拍或形态；内容上由演唱者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情。它反映了当时一代青年对人生、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其典型代表为鲍布·迪兰的民谣摇滚。


重金属摇滚
 （heavy metal）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流行音乐流派。以巨大的音量、打击节奏和迫人音感来演奏的摇滚乐。其形式可能起源于英格兰的“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音乐形象显示出黑暗、神秘、粗俗、反叛的特点。其歌曲组织结构不受任何束缚。采用电子合成器，音响强烈、火爆。键盘乐器、女声部与弦乐组的音色显得格外突出。演奏者不采用纯净、明亮的音质，而追求极端剧烈而刺激的效果。演奏技巧要求很高，特别是演奏华彩乐段。重金属摇滚本身又分成黑色金属、死亡金属、华丽金属、流行金属、强力金属等多类，代表乐团有齐柏林飞艇乐队、空中铁匠、深紫等。


朋克摇滚
 （punk）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流行音乐流派。开始于1975年。是未经唱片工业策划、包装，由来自劳工阶层的青少年所表达的对社会不满、对现实的抗议，并通过破坏、否定和毁灭一切价值观念的手段创造的一种反叛性极强的摇滚乐。音乐本身是最原始的摇滚乐——由一个简单悦耳的主旋律和三个和弦组成，但比旧式摇滚演奏得更快速激昂。


具体音乐
 （concrete music）　西方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一种现代派音乐。产生于1948年。用录音器材收录自然界或人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响，经电声处理使之变形、复合而成。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工程师歇弗尔（Pierre Schaeffer，1910—1995）最早实验，其早期制成的作品有《铁路练习曲》、《墨西哥之笛》等。1949—1950年，歇弗尔与作曲家亨利（Pierre Henry，1927—）合作，进一步制成《单人交响曲》、《暧昧协奏曲》等作品。1951年，法国作曲家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与梅西安分别以《练习曲Ⅲ》及《音色持续》支持这一潮流。1953年，歇弗尔与亨利又在联邦德国的现代音乐节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歌剧《奥菲欧53》。此后，不少音乐家竞相仿效。20世纪50—60年代，在法、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均有音乐家从事此种音乐的制作。电子音乐兴起后，两者常互相补充，并难以严格区分两者的界限。


偶然音乐
 （aleatory music）　亦称“不确定音乐”。西方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一种现代派音乐。以偶然性为创作和演奏的原则。创始人为美国凯奇。其乐谱只有大致的标记，演奏者可在演奏过程中作随心所欲的发挥。它应用乐音，亦大量纳入各种噪声。凯奇1951年制作的《想象中的风景第四号》，即由24人操纵的12台收音机以不同频率同时发音。1954年，凯奇又与人制作钢琴曲《34分46．776秒》，演奏在使用的两架钢琴的琴弦中随时塞进橡皮、铁钉等。为了排除“创作中的客观性”，凯奇及其追随者除了用挤擦、猛击等方式发出声音，将地图、星座图、废纸等作为创作的依据外，还通过占卜、掷骰子、丢硬币等来确定作品的音高、时值、力度与配器等。


不确定音乐
 　即“偶然音乐”。


空间音乐
 （space music）　西方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音乐形式和流派。伴随着电子音响设备的高度发展而逐步形成。它通过多声道的音响设备，将各种音源分离安置，然而再从各个方位将它们再现，从而造成一种丰富奇妙的音色效果。它使听众不仅能清晰地听到复调、配器的层次，而且能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结合和分离；这些音响通过多声道的扬声器能在四面八方或指定的方向出现，也能各自或整体向任何方向移动。空间音乐质与量的变换完全由电子技术操纵。


简约音乐
 （minimalism）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创立的音乐流派。它彻底抛弃西方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中一切繁复厚重的东西，以最为简省的材料和手法构造作品，将听众的注意力导向音响本身。其音乐几乎是以无休止的重复为基础，因此也被称为“重复音乐”，并辅以音型、节奏和速度的细微变化，音响和谐悦耳。在其平淡沉闷的音乐现象背后，隐藏着极为激进的音乐理念。它将音乐的运动和发展原则降到最低限度，直接动摇了音乐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最为本原的特质。


镶贴音乐
 （collage music）　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音乐流派。特点是利用旧有不同风格和种类的作品，按一定构思镶嵌组合而成新的音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并逐渐发展。以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奥为代表。1972年贝里奥发表题为《为芭贝莉安的独唱会之一》的作品，其中使用了威尔第、巴赫、舒伯特、奥尔夫、马勒、拉威尔、米约、普朗克、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歌曲及比才的歌剧咏叹调，普罗科菲耶夫的清唱剧，勋伯格、伯恩斯坦及贝里奥本人的作品，同时也加进自己写的台词。它后期的发展更是用相互不调和、不均衡、无关联的素材构成组合音乐，进行重叠、镶嵌。以后又出现重叠镶嵌音乐，如贝里奥的《Epiphoni》、日本石进真木的《遭遇》等。


现代舞
 （modern dance）　20世纪初由美国舞蹈家邓肯创造的一种舞蹈形式和风格。其特征是摆脱古典芭蕾的程式和束缚，以自然的舞蹈动作，自由地表现思想感情和生活。后来流行于世界。许多舞蹈家继承了邓肯的主张，又各自发展、创造，形成了许多不同风格的现代舞流派。


霹雳舞
 （break-dance）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黑人贫民区兴起的一种舞蹈形式和风格。80年代流行于世界。用分解式的动态让身体各部位独立运动，动作速度快、幅度大、强度高，注重技巧性。独创的典型性动作有“太空步”、“柔姿步”、“木偶步”等。


街舞
 （street dance）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黑人青少年中兴起的一种舞蹈形式和风格。后流行于世界，受到全球各地青少年的欢迎。包括hip-hop和霹雳舞等，主要在街头巷尾表演，故称。节奏感强，动作幅度和运动强度都很大，具有很强的参与性、表演性和竞技性，兼有一定的健身作用。

建筑园林


古典柱式
 （Roman ordines）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因其画面构图以柱子为基础，故名。主要有多利克柱式（ordine dorico）、爱奥尼柱式（ordine ionico）、科林多柱式（ordine coríntio）以及罗马的塔司干柱式（ordine toscano）和组合柱式（ordine composito）。柱式包括台基、柱子（柱础、柱身、柱头）和檐部（额枋、檐壁、檐口）三部分，各部分之间以及柱子的间距均以柱身底部直径为模数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体现了古希腊推崇人体美、讲究度量及秩序和谐的美学思想。多立克柱式象征男性的雄壮、刚劲与魁梧，爱奥尼柱式象征女性的柔美、清秀与典雅。两种柱式都下粗上细，给人生机向上的感受。因人们常会对高柱产生中细易断错觉，故建筑中的柱子一般都中间略粗，给人上下一般粗的感觉，这种审美心理原则后成为移情说的根源。在欧洲文艺复兴建筑和古典主义建筑中，这些格式与比例被奉为建筑造型的典范。德国黑格尔认为古典柱式“在美和符合目的性两方面不但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美学》第三卷（上）第一部分第二章）。


拜占庭式
 （Byzantine）　公元4世纪至15世纪以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兴起和流行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其思想内容是崇拜帝王和宣扬基督教神学。其艺术风格是罗马晚期艺术和以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为中心的东方艺术两者的结合，由古典时期重视外部形式的处理，转而重视内部空间组织与装饰。反映出王权与神权的超人力量，以及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美学思想。如圣索非亚教堂的中央圆顶形式的结构及其内部金碧辉煌的装饰，反映了政教合一的精神统治的权威。在基督教神象学体系的建立、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为基督教宣传服务上，在教堂建筑、圣像画、镶嵌画、壁画、细密画及工艺美术的风格创造上，都有较大的成果。拜占庭艺术和其他东方国家的艺术一样，重装饰轻真实的表现，重色彩轻造型，追求从颜色调配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在雕塑中轻立体造型，偏好低浮雕。为了突出色彩以取得装饰效果，总是轻视素描和形的安排。拜占庭的艺术风格对中世纪欧洲各国，尤其是东正教国家的艺术有巨大影响。


罗马式
 （Romanesque）　公元9—12世纪西欧诸民族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国时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产生于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后流行于西欧各国。以建筑艺术为代表。因其风格特点在于继承古罗马建筑艺术的某些特征，如半圆拱门、圆柱等，故称。多见于教堂建筑，在建筑形态上强调石材的纯重感，采用圆拱门，有高高的穹顶，外观整体给人以拙笨的形式感；技法一般缺乏写实，寓宗教热情和兴奋于呆板的形体之中；常以丰富而具有空想意味的雕塑作为建筑物的装饰。罗马式绘画不注重再现空间的、立体的形象，往往用直观的方法，强有力地表现出某种基督教的观念内容和装饰意图。


巴洛克式
 （Baroque）　17世纪意大利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巴洛克”一词源于西班牙文barrueco，意为巨大畸形的变色珍珠。初为18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嘲笑17世纪意大利的艺术、文学风格的用语，认为它背弃了生活及古典传统，像变了形的珍珠，后逐渐成为一种艺术风格的名称。其特点是一反文艺复兴盛期的严肃、含蓄、平衡，倾向于豪华、浮夸。在教堂和宫殿中把建筑、雕塑、绘画结合成一个整体，追求动势与起伏的效果，力图造成幻象。巴洛克风格在建筑上的特点是运用娇柔的手法，如断檐、波浪形墙面、重叠柱，以及透视深远的壁画、姿态夸张的雕像等，使建筑在透视与光影之下产生戏剧性效果。反映了在教堂中制造神秘的宗教气氛和在宫殿、府邸中追求豪华感的意图，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与大柱廊、德国德累斯顿的茨维格庭院是其代表作。巴洛克风格在绘画上重色彩和以明暗造型，注意表现动势，故常采用斜线和对角线构图，与以往文艺复兴时代重素描、以静为主的画风恰成鲜明的对照。代表人物有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1598—1680）、波若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599—1667）、考尔都那（Pietroda Cortona，1596—1669）及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等。鲁本斯的作品以表现强烈的运动和旺盛的生命力为特征，形象丰满，色彩富丽，笔法流畅，但往往失之于表面的浮华，而缺少内在的深刻性。在文学作品上结构复杂、形象奇特而模糊的也被称为巴洛克风格。


哥特式
 （Gothic）　12—17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12世纪兴起于法国北部，17世纪流行于西欧各国，以建筑艺术为代表，包括雕刻、绘画和工艺美术。“哥特”一词初由文艺复兴后期的艺术史家瓦扎里作为哥特人的粗犷风格用来非难中世纪建筑。其重要表现手法是中世纪的象征手法。其美学特征是寓意性和神秘性。多见于建筑，尤其是教堂。它一反罗马式厚重阴暗的半圆形拱门的教堂式样，广泛运用线条轻快的尖拱券，造型挺秀的小尖塔，轻盈通透的飞扶壁，修长的立柱或簇柱，以及彩色玻璃镶嵌的花窗，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建筑风格反映了基督教盛行的时代观念和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物质文化面貌，把建筑同附属于建筑的雕塑、绘画和装饰艺术融为一体。代表作品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英国的林肯教堂、意大利的米兰教堂等。哥特式塑像的特色是不合乎自然地延伸比例，着重刻画人物的表情，深刻地表现崇高精神境界的面容和动作。哥特式绘画的特殊成就则是玻璃画。哥特式小说或哥特式传奇则是由英国作家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欧特兰托的城堡，一个哥特式故事》（1764）所开创的一种文学体裁，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多以中世纪的城堡为背景，描写谋杀、迫害等恐怖故事，充满神秘气息。代表作有白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59—1844）的《法特克》、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1823）的《尤达尔浮的秘密》和刘易士（Matthew Gregory Lewis，1775—1818）的《修道士》等。后“哥特式”词意进一步扩大，泛指虽无中世纪背景，但描写不可思议、令人悚然的事件和畸形心态，气氛阴郁恐怖，使人压抑的小说。如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荒凉山庄》等。


文艺复兴式
 （Renaissant style）　15—17世纪在文艺复兴思潮影响下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涉及建筑、绘画和文学。文艺复兴运动借复兴古代文化，行反封建之实，当时的艺术也倾向于发扬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而又体现时代精神，以当代反封建、反神学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美学基础。文艺复兴式建筑在造型上排斥神权至上的哥特建筑风格，提倡复兴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形式，特别是古典柱式比例、半圆形拱券、以穹窿为中心的建筑形体等。如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府邸、维琴察的圆厅别墅和法国的枫丹白露宫。文艺复兴式绘画深受古希腊罗马雕塑的影响，重视绘画的立体感，使之达到几乎像雕塑那样的效果，而把色彩置于第二位。在造型上力求雄伟，精心安排衣褶的服装代替了花哨的衣着。在外貌与姿势上，选择感兴趣的人物进入构图，并竭力加以理想化，使之具有崇高品质，表现其细腻感情。也通过线条的和谐处理，以达到平衡的效果。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杰出代表。在文学方面，文艺复兴的风格意味着以人文主义为思想内容，注重写实，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以高度的艺术概括、自由的结构、包罗万象的人物和生动有力的语言为特征。代表人物有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


希腊式
 （Grecian）　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以建筑艺术为代表。因其风格特点在于体现古希腊推崇人体美和讲求度量及秩序与和谐的美学思想，强调建筑样式严谨地模仿人体的度量关系，故称。参见“古典柱式”。


古典式
 （classical form）　亦称“古典主义”。17世纪下半叶形成于法国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后流行于欧洲。以建筑艺术为代表。以笛卡儿的唯理主义为理论基础。推崇永恒的、规则的、合乎逻辑的法则，讲究严格的艺术规范。其风格特点在于空间构成明快，部分与整体和谐，各部分均衡整齐。在构图上，主张比例至上，以数学的理性判断来代替审美经验，用绘图仪器和数学公式来计算美；以主从分明、轴线突出、绝对对称的原则反映封建等级森严的观念。在建筑造型上，主要效法罗马建筑的三段法，将立面横向划分为基座、柱廊或门窗、檐部三段，在纵向又划分出中间突出、两侧对称三段。法国古典式建筑都较宏伟和富有节奏感，对以后的建筑潮流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代表作有凡尔赛宫、卢浮宫、旺多姆广场等。


古典主义
 　即“古典式”。


洛可可式
 （rococo）　亦称“路易十五式”。艺术风格。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所崇尚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表现了贵族上层的审美趣味。“洛可可”原意为贝壳形，源于法语（rocaille，用岩石和贝壳点缀的人工石窟），指不规则贝壳状装饰主题。后逐渐应用于整个美术领域。它追求外形富丽堂皇，装饰精巧奇特，以有意不对称见长，以采用C形、S形和漩涡形等复杂曲线著称，色彩轻淡柔和。对神圣的或超自然的力量缺乏感受力，没有壮丽的感觉或真正的诗的意境。影响及于18世纪欧洲各国。它在形成过程中，曾受中国清代工艺美术的影响，在庭园布置、室内装饰、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方面，表现尤为显著。洛可可式建筑物的内部装修广泛采用框架式的复杂的大幅复墙画，贝壳外形，装上无数面镜子，造成墙壁轻盈和非物质的印象，以法国巴黎苏比斯府第和德国波茨坦无忧宫为代表。洛可可式的绘画多半赞美享乐的生活，如优雅美感的室内装饰、华丽的场面、显要人物的肖像、寻欢作乐的风俗画的场景，即使涉及古代神话题材，往往只用来在画布上展示裸体和半裸体的妇女，画面结构松散，人物形象具有戏剧装饰性的特点，代表作有画家华多（Jean Antoine Watteau，1684—1721）的《发舟西苔岛》和《爱之园》等。


复古主义建筑
 （revivalism architecture）　19世纪继古典主义建筑之后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建筑风格。以模仿历史上的建筑形式和格局为特征。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考古热和风格意识在学术界引起的复古之风的反映。包括古典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折中主义建筑。如美国纽约旧海关大厦（古典复兴建筑）、英国国会大厦（浪漫主义建筑）和巴黎歌剧院（折中主义建筑）等。有时亦泛指在建筑设计中盲目仿古的偏向。


古典复兴建筑
 （neo-classical architecture）　18—19世纪欧美复古主义建筑风格之一。源于法国，以复兴古罗马建筑风格为主；后流行于欧美各国，又出现对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复兴。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促使建筑风格体现“理性国家”和共和精神，故推崇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公共建筑风格。其后拿破仑帝国时期又模仿古罗马帝国时期建筑风格，如凯旋门、纪功柱和军功庙等，建筑气魄雄伟，有强烈的纪念性，被称为“帝国风格”。当时的考古发掘和艺术史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古典复兴的流行。在英国、德国等国家，以希腊式复兴为主，如不列颠博物馆和柏林国家剧院等。在美国则以罗马式复兴为主，如国会大厦。


浪漫主义建筑
 （romantic architecture）　18—20世纪初欧美复古主义建筑风格之一。分为先浪漫主义（18世纪60年代—19世纪30年代）和浪漫主义（又称“哥特复兴建筑”，19世纪初—20世纪初）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没落贵族向往中世纪生活方式、中世纪文学的兴起以及风景画的流行等原因，促成了带有塔楼、雉堞和瞭望小窗的城堡式住宅或带有尖券、肋骨栱顶和花窗棂的教堂式住宅以及中世纪乡村住宅风格的流行。后一阶段由于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兴起，出现一些将本国中世纪宏伟哥特教堂风格特征转换到国家大型公共建筑中的设计，如英国国会大厦、牛津大学博物馆和伦敦法庭等。此外，还包括具有东方异国情调的别墅和自然式园林，形式自由，有时亦体现对欧洲古典建筑传统的对抗。


哥特复兴建筑
 　见“浪漫主义建筑”。


折中主义建筑
 （eclecticism architecture）　亦称“集仿主义建筑”。19—20世纪初欧美复古主义建筑风格之一。特点是根据需要模仿和并列各不同历史时期重要建筑风格于一体，如古典主义样式与巴洛克装饰混合的巴黎歌剧院。因学院派的推崇而广泛传播，大多讲求比例均衡、造型独特和富于装饰，一般不顾及历史样式原有的时代性和含义，只是通过集仿来达到资产阶级在此阶段表达自己愿望（如权力或财富积累等）的特征。在20世纪初的新建筑运动早期，其设计方法仍保持优势，后渐被现代派建筑所取代。


集仿主义建筑
 　即“折中主义建筑”。


学院派建筑
 （beau-arts architecture）　西方对18—19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复古主义建筑的统称。由于当时建筑学为官方建筑学院所控制，故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巴黎美术学院。学院派形成了一套教育体系和建筑美学原则，注重建筑的形式美和构图规律，但忽略建筑的时代条件，逐渐走向教条与僵化。


包豪斯
 （Bauhaus）　以德国包豪斯学院为基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筑学派。“包豪斯”为德语Bauhaus的音译，意为“房屋之家”，系1919年在德国魏玛建立的“国立魏玛包豪斯学院”的简称。它由撒克逊大公艺术学院和撒克逊大公艺术与工艺学校合并而成。其创立者格罗皮乌斯（Walter Grepius，1883—1969）试图把它办成一种“一切造型艺术的综合”的新型建筑学校，以适应近代工业社会新型建筑的需要。1919年包豪斯发表第一个宣言，认为所有的艺术应统一在建筑的周围，建立起新型的建筑。它一反传统绘画、雕塑为大教堂服务的做法，主张使绘画、雕塑、建筑各自独立，并趋于小型化和世俗化。同时又主张把建筑、雕塑和绘画结合成一个整体，互相促进。它所吸引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康定斯基，莫霍里纳基（László Moholy-Nagy，1895—1946）等，在任教期间都有创造性的成就。包豪斯建立了手工业、陶器、印刷、织物、装帧、石雕、木雕、玻璃、壁画、金工、舞台美术等各种门类的工作室，由教授和工匠担任教师，招收学员，还第一次开设了基本设计课，参与工业文明的机器生产，使抽象艺术原则与大量生产设计结合起来。包豪斯于1925年迁到德绍市，又转到柏林。代表作有德绍的包豪斯学院校舍与教师住宅、西门子住宅区等。1933年4月因纳粹政权的镇压而关闭，格罗皮乌斯等人去美国，莫霍里纳基在芝加哥创立了“新包豪斯”。包豪斯对现代艺术与建筑、工业技术的结合起了很大作用，并对现代设计产生很大的影响。1955年，在瑞士设计师比尔（Max Bill，1908—1994）主持下，在联邦德国乌尔姆成立“新包豪斯工艺学校”，按功能主义方式设计现代用品。


新建筑运动
 （new construction movement）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出现于欧、美的建筑探索运动。因着重寻求新的建筑形式及其设计与建造方法而得名。主要学派有19世纪80年代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的“新艺术”派，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赖特的草原式住宅派，奥地利的维也纳学派和“分离派”，荷兰以贝尔拉格（Hendrik Petrus Berlage，1856—1934）为代表的学派和瑞典的“经验论”等。20世纪初，又出现在法国以贝瑞（August Perret，1874—1954）为代表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德国的德意志制造联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德国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学派、俄国的构成主义等。对推动20世纪现代的建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新艺术派建筑
 （art nouveau architecture）　20世纪初欧美新建筑运动中的风格和流派。19世纪末源于比利时，深受当时的新艺术（Art Nouveau）画派影响。特点是摒弃复古格式，从自然中寻找灵感，探求新时代的建筑艺术风格。喜用流线型曲线，以花卉茎干、波浪、火焰或飘动的头发丝等为图案题材，在建筑中常以铁条为材料，力求使装饰艺术与工业技术相结合。代表作品如荷塔（Victor Horta，1861—1947）的布鲁塞尔都灵路住宅。该流派在德国慕尼黑被称为“青年风格派”；在意大利被称为“自由式风格”；在英国，则有以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1868—1928）为代表的作品。西班牙浪漫主义建筑师高迪（Antonio Gaudíi Cornet，1852—1926）的塑性造型建筑也属这种风格。奥地利的维也纳建筑学派和分离派均受其影响。


装饰艺术派建筑
 （art deco architecture）　20世纪初期追求大工业时代现代设计风格与装饰美学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因1925年巴黎举办的“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展览会”而得名。其建筑形体为简单的几何形块体组合，按一定比例随楼层阶梯形地向内收分，并常在中央或某个部位形成突出的小型几何形塔楼。墙面简洁，但在建筑入口处、窗裙墙、窗间墙以及檐部常有重点装饰。装饰多为方形、三角形、圆形或螺旋形等抽象几何图案。曾流行于巴黎和纽约等地，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中国上海、澳大利亚墨尔本等。代表作品有美国纽约帝国州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等。


现代派建筑
 （modern architecture）　亦称“现代主义建筑”。20世纪初出现的主张建筑要注重功能、运用新技术和创时代之新的建筑思想与流派。盛行于40—50年代，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建筑思潮的主流。代表人物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在20年代强调建筑必须反映大工业时代特征，其思想与实践被称作“理性主义”、“功能主义”或“欧洲现代派建筑”，是建筑中“现代运动”的主力。代表人物赖特则主张建筑应具有自然特征，称自己作品为“有机建筑”；阿尔托则认为建筑需有人情味，结合地方气候和建造特征。


现代主义建筑
 　即“现代派建筑”。


功能主义建筑
 （functionalistic architecture）　亦称“理性主义建筑”。20世纪初出现的主张使用功能是决定建筑形式首要因素的建筑思想与流派。属于早期现代派建筑。19世纪末芝加哥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1856—1924）最早提出“形式追随功能”的设计原则，被认为是现代功能主义理论的开创人。20世纪20年代这一思想在西欧得到发展。如法国勒·柯布西耶声称“住房是居住的机器”。后泛指片面强调使用功能或功能合理就是美的建筑思想。


理性主义建筑
 　即“功能主义建筑”。


有机建筑
 （organic architecture）　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建筑理论及流派。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流水别墅、草原式住宅、古根汉姆博物馆等建筑为代表。注重建筑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人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其思想源于东方美学。基本特点可概括：（1）强调整体性与统一性，突出视觉和艺术的统一，常以母题构图贯穿全局；（2）强调空间的自由性、连贯性和一体性，主张“开放布局”；（3）强调材料的视觉特色和形式美；（4）强调形式与功能的统一。该派主张从事物的本质出发，提倡由内而外的设计手法。


国际式建筑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指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现代派的建筑风格。主要指由功能主义思想倡导下的方盒子形、平屋顶、白粉墙和水平向带形玻璃窗等反传统的建筑形式。后泛指具有此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曾被认为是现代派的象征。

戏剧戏曲


体验派
 （experimentalism）　戏剧表演艺术学派。主张在表演艺术创造过程中情感重于理智的理论和方法。19世纪意大利名演员萨尔维尼主张演员在表演时，应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之中，每次演出都要感受角色的感情，被认为是这一表演派别的重要代表。20世纪初期，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阐述自己的表演体系时推崇萨尔维尼的表演，强调表演艺术必须以内部体验（感受同角色相类似的情感）为基础，将内部体验过程视为演员创作的主要步骤，并自称其表演理论为“体验艺术学派”。


表现派
 （expressional school）　戏剧表演艺术学派。主张在表演艺术创作过程中理智重于情感的理论和方法。19世纪末，法国演员科克兰主张表演艺术“不是‘合一’，而是‘表现’”；认为演员“在竭尽全力、异常逼真地表现情感的同时，应当始终保持冷静，不为所动”。20世纪初，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这种表演方法称为“表现艺术”。


客厅剧
 （dining room play）　19世纪中后期起发源于欧洲的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戏剧形式和流派。因其故事大都在写实的客厅里展开而得名。小仲马的《茶花女》是早期较为著名的客厅剧，易卜生中后期的客厅剧如《社会支柱》、《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因为在内容上反映社会问题，又称“社会问题剧”。中国最著名的客厅剧是曹禺的《雷雨》、《日出》等。


小剧场运动
 （little theatre movement）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场反对粗制滥造、格调低俗的营利戏剧的戏剧革新运动。主要演出基地有法国巴黎的自由剧团、爱尔兰都柏林的阿贝剧院、美国的华盛顿广场剧社和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顿剧社等等。其特点是实验性、先锋性，不受商业演出的约束。小剧场运动对当时欧洲戏剧尤其是现实主义戏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的欧美戏剧运动的发展与此也密不可分。20世纪20年代开始影响中国的话剧运动。现多指为适应具体剧作的演出而灵活处理演员和观众空间关系的小型场地。


象征主义戏剧
 （symbolism）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戏剧流派之一。此派戏剧家渴望创造一种能反映隐秘的精神世界而不是粗糙的官能世界的新戏剧，主张要像宗教仪式一样通过暗示性的语言将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融为一体。1890年，法国诗人福尔（Paul Fort，1872—1960）公开打出反现实主义的旗号，创立了艺术剧院，两年后关闭。1893年法国演员吕涅波创立了作品剧院，继续高举象征主义的旗帜，该剧院一直持续到1929年。重要的象征主义剧作家有比利时的梅特林克、瑞典的斯特林堡、德国的霍普特曼、俄国的安德烈耶夫等。


表现主义戏剧
 （expressionism）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之一。19世纪末出现于德国、瑞典，随后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极盛于20世纪初至20年代前后。部分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在直觉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要求揭示本质，主张表现“永恒的品质”。此派注重对人物潜意识的开掘及其“戏剧化”，作品大量借用象征手法，结合内心独白、幻象和梦境等来展现人的灵魂，冀以创造新人和改造现实。舞台上善于通过灯光变幻来营造梦幻效果，以大量抽象的舞台美术手段来震撼观众的心灵。主要剧作家有斯特林堡、凯泽、恰佩克和奥尼尔等，布莱希特在青年时代也深受影响。


总体戏剧
 （total theatre）　20世纪前后出现在欧洲的一种戏剧理论和流派。要求戏剧演出最大限度地运用人的形体动作，并广泛使用装置、服饰、照明、音乐、影片、舞蹈等所有的舞台要素，把剧场空间调和成一个“诗的宇宙”。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Stanislavski's system）　20世纪20年代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的体验派表演体系。包括演员艺术创造及表演教学等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提出了演员在创作中对潜意识的把握和控制的方法，研究了演员有机地体现形象的方法。以“形体动作方法”丰富了以内心体系为核心的戏剧体系。其创立过程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实践有密切关系。体系内容主要见于所著《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等。


实验戏剧
 （experimental theatre）　对20世纪以来突破占统治地位的、尤其是自然主义的戏剧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戏剧理论和演出方式的总称。其成果随时被主流戏剧吸收，其内涵与形式处在不断变更之中。二十世纪以来就出现过即兴戏剧、街头戏剧、叙事体戏剧、残酷戏剧、超现实主义戏剧、未来派戏剧、荒诞派戏剧、贫困戏剧、环境戏剧、肢体戏剧、行为主义戏剧等等。


叙述体戏剧
 （narrative theatre）　20世纪30年代德国布莱希特创立的戏剧理论和流派。该派主张不以感情共鸣为目的和手段的戏剧。它不强调外在的戏剧冲突、情节的承上启下。强调“陌生化”方法和效果，突出舞台整体的“叙述”风格，如用幻灯、歌队、歌手、叙述者等叙述情节、评论剧中人等，把舞台“篇幅”更多地用于展示人物、事物的因果关系，激发观众思考，不使观众仅沉湎于情节之中。


残酷戏剧
 （theatre of cruelty）　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戏剧理论和流派。由法国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提出后形成。认为戏剧应把言辞降至次要地位，创造一种以象征的姿势、动作、声响、节奏、灯光、舞蹈、服装、物件等组成的新的直接的舞台语言，将意识和下意识、现实和梦境混合在一起，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真正现实，使观众经受尖锐而深刻的经历。1935年创建的残酷剧团实践了他的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当代戏剧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荒诞戏剧
 （theatre of the absurd）　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戏剧流派。后流行于西方各国和日本。与存在主义思想和表现主义方法有明显渊源。初期被称为“先锋派”和“反戏剧”，1961年由英国戏剧理论家艾思林（Martin Julius Esslin，1918—2002）定为现名。荒诞戏剧着重表现人在信仰破灭之后与外在世界脱节的尴尬难堪状态，通过对非人感、异己感、受胁迫感、失落感的渲染，强烈呈示出主客观世界的幻灭和荒诞。在艺术表现上，突破传统戏剧方法，以夸张、怪诞、梦幻、悖理的手段达到象征隐喻的效果。代表作品有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阿达莫夫的《滑稽模仿》、热奈（Jean Genet，1910—1986）的《女仆》、品特的《升降机》、阿尔比（Edward Franklin Albee，1928—）的《动物园的故事》等。


贫困戏剧
 （poor theatre）　亦译“质朴戏剧”。20世纪60年代在波兰出现的戏剧理论和流派。由波兰戏剧家格罗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1933—1999）所倡导，与“富裕的”综合戏剧相对立。认为除了“圣洁的”演员，其他戏剧成分并不都是必要的；戏剧独有而为电影与电视剧所没有的唯一的因素是“接近活生生的人”，即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因而有必要在每次演出中为演员与观众设计新的空间关系，吸引观众参与。


类戏剧
 （para-theatre）　20世纪60年代波兰导演格罗托夫斯基创造的一种戏剧形式。格罗托夫斯基以其“贫困戏剧”闻名于世后，遁入山林，进行一种让演员和观众完全打成一片的戏剧活动。它消除了演员和观众的差别，失去了戏剧的特有的艺术形式，故被他称之为类戏剧。


环境戏剧
 （environmental theatre）　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出现的一种戏剧演出形式。主要特点为表演者与观众共享所有的戏剧空间，或将观众包容在戏剧空间中，使演出环境与戏剧环境谐调一致，以各种方法吸引观众参与戏剧演出，力图使观众由旁观者变为创造者。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欧美剧坛，后即衰落。主要演出者有波兰格罗托夫斯基、法国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1939—）、意大利隆柯尼（Luca Ronconi，1933—）以及美国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1934—）等。


黑匣子
 （black box theatre）　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出现的一种剧场形式。其特征是在演出空间内部没有固定的舞台和观众区，演出者可以为每出戏设计不同的演员与观众的空间关系。因剧场只是一个“空房间”，并涂上不反光的黑色颜料，故称。


威胁戏剧
 （comedy of menace）　亦称“威胁喜剧”。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戏剧形式和流派。1958年华得勒（Irving Wardle）首次把品特的悲喜剧称作“威胁喜剧”。“威胁”或是来自人物不确定的、如履薄冰的处境，或是由神秘的外来者带来的。人因此而发笑，就像走夜路的人吹口哨一样，是为了抑制内心的恐慌。由此创造出一种神秘莫测的、充满不祥感的戏剧张力和用伦敦方言制造的喜剧效果。


论坛戏剧
 （forum theatre）　20世纪70年代巴西伯奥（Augusto Boal，1931—2009）等创立的一种戏剧形式和流派。以直接反映和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为目的，用现场表演来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社区中的实际问题而编创，每次演出至少两遍。第一遍要求社区观众用传统方式观看；在第二遍演出时，观众可以随时打断演出，上台替换一个角色，按照他的想法演下去。


音乐剧
 （musical theatre）　❶泛指有大量歌曲、音乐并伴有舞蹈的戏剧，包括大歌剧、轻歌剧、音乐喜剧、抒情歌剧等形式。❷美国的一种音乐喜剧。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因以纽约的百老汇为演出中心，故又名“百老汇歌舞剧”。其特点为：载歌载舞，演出时夹用说白；音乐浅显通俗，多以民歌或爵士乐为素材；题材内容多取自日常生活。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又常取材于狄更斯、莎士比亚、萧伯纳等的戏剧、文学作品。40—50年代、艺术水平获进一步提高，并流传于英、法、德等国。著名的音乐剧有《演艺船》（1927）、《俄克拉荷马》（1943）、《卖花女》（1956）、《西区故事》（1957）、《音乐之声》（1959）、《悲惨世界》（1985）、《剧院魅影》（1986）、《西贡小姐》（1989）等。


临川派亦
 　称“玉茗堂派”。明代的一个戏曲创作流派。因主要代表汤显祖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故称。主张“言情”，反对拘泥于格律。作品颂扬人性真情，对封建礼教和当时黑暗政治都有所暴露和抨击。以《还魂记》（即《牡丹亭》）最著名。对明清两代戏曲有重大影响。


吴江派
 　明代的一个戏曲创作流派。因主要代表沈璟为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故称。主张合律依腔，曲词务求通俗本色。对明清两代戏曲有重大影响。


爱美的戏剧
 　简称“爱美剧”。20世纪20年代中国戏剧活动家汪优游、陈大悲提出的中国现代话剧演剧主张。“爱美的”是法文amateur的不确切音译，意为“业余的”、“非职业的”。五四运动后，汪、陈等人鉴于新剧日益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提倡非营业性的小型话剧演出，主张严格遵守剧本和排演制度，以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和教育作用。这一主张在当时中国戏剧界曾有相当影响。后因其业余性影响艺术质量的提高而衰落。


国剧运动
 　20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兴起时期出现的一种理论主张。余上沅、赵太侔等人曾编选《国剧运动》一书加以倡导。他们持“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认为“五四”以后所提倡的问题剧不是艺术，遂提出“研究戏剧艺术，建设中国新国剧”的口号。他们较早指出中国戏曲的写意特征，主张“国剧”在样式上应是融汇话剧与戏曲两者之长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新剧”；但对“国剧”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戏剧样式，既未作理论阐发，亦无舞台实践，故终未形成运动。


探索戏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实验戏剧的别称。中国戏剧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形成了自身的传统。80年代初，独幕话剧《我为什么死了》最早拉开我国探索戏剧的序幕。探索戏剧重在表现人的灵魂，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努力开拓戏剧的潜在能量。它广泛借鉴西方现代戏剧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以及荒诞派的经验，从编剧、导演、舞台艺术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实验性探索。它在80年代末达到高潮。在90年代商业戏剧登临舞台后结束。

电影电视


先锋派电影
 （avant-garde film）　20世纪初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下出现的西方电影流派。发源于德国，后传入法国，20年代进入盛期，影响遍及欧美。其理论反对电影的叙事性，提倡“非情节化”和“非戏剧化”，迷恋单纯的光影、线条和节奏的表现。代表影片有瑞典艾格林（Viking Eggeling，1880—1925）的《对角线交响乐》、法国莱热（Fernand Lger，1881—1955）的《机器舞蹈》、德吕克的《狂热》、杜拉克的《微笑的布迭夫人》等。30年代趋于衰落。


纯电影
 （pure cinema）　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欧洲的一种实验性的电影主张和流派。法国女导演杜拉克首先提出，认为电影可以不需要其他艺术作为后盾，不需要任何情节、主题和演员表演，只需运用从画面的布局和连接中直接产生的光影、线条、形状、体积，造成纯视觉的变化和节奏，来触发观众的情绪，达到某种艺术效果。与该理论相呼应，在德国和法国有《对角线交响乐》、《机器舞蹈》等一批影片出现。


电影眼睛派
 （camera eye）　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电影流派。苏联纪录影片导演维尔托夫（Дзига
 Вертов
 ，1896—1954）提出摄影机如同可以洞察和记录复杂的生活现象的眼睛，并专门拍摄了表达这一观点的影片《电影眼睛》。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关于列宁的三支歌》在苏联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联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学派等都曾受到这一流派的影响。


实验电影
 （experimental film）　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等国出现的，从个人体验出发拍摄的非商业性小型电影的流派。其风格受20年代欧洲先锋派电影的影响，追求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也泛指一切以形式探索为目的的非商业性的电影制作活动。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movement）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以格里尔逊为首的纪录片摄制运动。其特点为有官方工业机构介入并出资拍摄，直接宣传政府有关经济和民生的政策，同时罗沙、卡瓦康蒂、赖特等人也努力从这些题材中挖掘出生活的诗意。该运动发掘了纪录电影的社会功能，对后世影响极大。代表作有《漂网渔船》、《锡兰之歌》、《夜邮》等。


软性电影
 （the soft films）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中国影坛的一种电影主张和流派。代表人物有刘呐鸥、黄嘉谟、黄天始、穆时英等。他们在《现代电影》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主张“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代表作有根据黄嘉谟的剧本拍摄的《化身姑娘》等。


新现实主义电影
 （neorealism）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电影运动。多取材于真人真事或报纸新闻，描写法西斯统治给意大利带来的灾难和普通人民贫困悲惨的境遇。艺术处理以自然朴素见长，注重生活中平凡的情景和细节，以记录性手法代替惯用的戏剧化手法，多采用实景，聘用非职业演员。1945年摄制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被认为是其开端，其他代表性影片有《大地在波动》、《偷自行车的人》、《橄榄树下无和平》、《温别尔托·D》、《罗马11点钟》等。代表性人物有编剧柴伐梯尼、导演罗西里尼、德·西卡、维斯康蒂、德·桑蒂斯等。该运动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家电影
 （author-oriented film）　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电影界出现的一种创作主张和评论准则。1948年法国评论家阿斯特吕克（Alexandre Astruc，1923—）发表《电影摄影机——笔》，认为电影已进入如同作家用笔那样用摄影机来写作的新时代。1954年起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连续发表特吕弗等人的文章，认为导演应像作家一样，通过他的所有作品表现他对生活的观点，而一个导演的作品的价值是由他一贯表现出的思想和艺术特征所决定的。该观点对法国新浪潮电影产生过重要影响。


英国自由电影
 （British free cinema）　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以六套实验性影片为标志的电影运动。1956—1959年英国国家资料影院放映了六套实验性影片，影片以反映英国劳工阶层特别是下层青年的日常生活和反叛情绪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对保守的社会观念（如等级观念）和传统电影观的反对，由此形成自由电影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编剧奥斯本、西利托，导演赖兹、安德森、理查森等。他们的有关创作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期。代表作品有《愤怒的回顾》、《长跑者的孤独》、《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如此体育生涯》等。


新浪潮电影
 （new wave）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于法国的电影运动。一些青年导演不满于法国商业电影的保守和僵化，试图采用较自由、较经济的拍摄方法，表现个人的独特思想和风格。他们之间并无统一、明确的美学纲领，作品内容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也并不一致。该运动对法国电影乃至整个现代电影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代表人物有被称为“电影手册派”的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等及“左岸派”的雷乃、罗伯格里叶、杜拉等。其主要作品有《四百下》、《精疲力尽》、《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


电影手册派
 （cahiers du cinema）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6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一个流派。以巴赞任主编的《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成员多为电影评论家和电影导演。提倡“作家电影”论，突出导演在影片中的地位，反对传统的制片制度。主张影片必须一贯地保持导演的个性和风格特征，影片必须有某种内在含义。代表人物有戈达尔（Jean Luc Godard，1933—）、特吕弗、罗梅尔（Eric Rohmer，1920—）、夏布罗尔（Claude Chabrol，1930—2010）、里维特（Jacques Rivette，1928—）等。


新德国电影
 （new German cinema）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发生在联邦德国的旨在振兴本国电影的运动。1962年德国一群青年电影导演发表的《奥伯豪森宣言》，提出要将德国电影“从陈规陋习和商业化中解脱出来”。在克鲁格、施隆道夫、文德斯、赫尔措格等人特别是法斯宾德的努力下，出现了《告别昨天》、《恐惧吞噬灵魂》、《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爱丽丝漫游城市》、《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以及《铁皮鼓》等一批在国际上取得声誉的影片。80年代后该运动成为联邦德国电影的主流。

书法篆刻


南北书派
 　书法风格流派。南宋赵孟坚《论书》：“晋宋而下，分而南北……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清阮元《南北书派论》则以“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唐时南派字迹，但寄缣楮，北派字迹，多寄碑版”。按近代考古发现的南北朝书迹，虽体势多样，但并不因地分南北而有大异。前人强分派别的说法，似不足为据。


徽派
 　篆刻流派之一。明何震开创，后继有梁袠、程朴等。专学秦、汉，风格朴茂苍秀。另有徽州籍的篆刻家程邃、巴慰祖、胡唐等人所摹的汉印，几可乱真，但艺术风格不一。邓石如以小篆及《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的体势笔意入印，形成“邓派”，因他也是皖人，故也称之为“皖派”。后继者有吴熙载、徐三庚等。他们讲究篆势、善于变化，运刀如笔，流利清新，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皖派
 　见“徽派”。


莆田派
 　亦称“闽派”。篆刻流派之一。传为清莆田宋珏开创。学秦、汉鉩印而受文彭、何震影响，风格清丽。宋珏擅八分书，曾用以入印。后继者有吴晋等。


闽派
 　即“莆田派”。


浙派
 　篆刻流派之一。清乾隆时丁敬开创。继起者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鍾、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他们宗秦、汉，兼取众长，讲究刀法，善用切刀，不主一体，各具特点，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凡属仿效以上诸家风格的亦通称“浙派”。因丁敬等八人都是浙江杭州人，故亦称“西泠八家”。


西泠八家
 　见“浙派”。



附录


 中国美学大事年表


说明

一、本年表涉及的时间，上起元谋人，下迄2013年。

二、内容以记录美学思想家为主，并记录其重要美学观点、主要美学著作和美学学术活动。力图大致反映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特点。

三、历史纪年用公元纪年，夹注旧纪年。年份几说不一时，择取一说。

四、本年表从公元前至1988年由高若海编写；1989年至2013年由刘琴编写。



前17000世纪至前400世纪（旧石器时代）

◇元谋人文化、周口店文化、河套文化形成于此时。原始先民以狩猎为生，以石制砍砸器、刮削器等为工具，后又以角、骨、木等制工具。始用火、熟食。为史前艺术初期繁荣创造条件。

前400世纪至前300世纪（旧石器时代晚期）

◇峙峪文化、山顶洞文化、安阳文化形成于此时。狩猎工具逐渐由大型转化为小型，制作趋向精细。有人体佩戴的饰品出现。

前100世纪至前70世纪（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黑龙江昂昂溪等文化形成于此时。

◇石器工具趋向小型、精致、功能专一，有“细石器”、“复合工具”出现，加工方法渐由磨制代替打制。

前70世纪至前50世纪（新石器时代）

◇河南仰韶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处于此时。

◇农耕石器进一步发展。

◇石制工具从选料到制作开始带有一定的审美意味，有较明显审美价值的石坠、石璧、石镯出现。

◇陶器制作繁荣，彩绘纹饰诡奇多变。

◇原始歌舞产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吕氏春秋·古乐》）

前50世纪至前40世纪（新石器时代晚期）

◇甘肃半山、陕西半坡、山东龙山、河南庙底沟文化处于此时。

◇器物造型趋向复杂，有玉制饰品、玛瑙饰品出现。

◇原始图腾崇拜盛行，龙凤崇拜蔚成风气。

◇有彩绘舞蹈纹盆出现。

约前23世纪（颛顼时代）

◇相传帝颛顼“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吕氏春秋·古乐》）

约前22世纪（尧舜时代）

◇相传尧为帝，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尚书·尧典》）。命鲧治水。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泽谷之音以歌。”（《吕氏春秋·古乐》）禅让于舜。

◇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舜典》）。

◇古乐《云门大卷》（颂黄帝）、《大咸》（颂尧）、《大韶》（颂舜）等成于此时。

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夏代）

◇奴隶制国家形成。

◇青铜器铸造开始。九牧贡金，以铸九鼎。

◇古乐《大夏》（颂禹）成于此时。

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商代）

◇“百工”兴旺，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

◇古乐《大濩》（颂汤）成于此时。

◇甲骨文、金文中有美字出现。

前11世纪（殷周之际）

◇《易经》成于此时。以 、组成易象，以事物形象比喻、象征所卜之事的吉凶休咎。有“枯杨生华”、“鸣鹤在阴”、“乘马班如，泣血涟如”等取象之辞；有“鸿渐于干”、“鸿渐于陆”、“鸿渐于陵”等比兴诗歌出现。

前11世纪至前770年（西周）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制礼作乐，整理六代舞。设大司乐，以乐德、乐语、“六舞”教国子。《雅》、《颂》成于此时。

◇设采诗之官，“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于路，以采诗”（《汉书·食货志》）。

前770年至前476年（春秋时期）

◇《周南》、《召南》、《郑》、《卫》等十五国国风形成，提出“美”与“美人”概念：“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士”的阶层出现。伴随人的意识的觉醒与思想解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前781年至前771年（周幽王元年至十一年）

◇周太史史伯论“和”，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

前710年（周桓王十年）

◇臧哀伯论文物昭德。

前620年（周襄王三十二年）

◇晋郤缺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前606年（周定王元年）

◇王孙满论“铸鼎象物”。

前580年（周简王六年）

◇老子约生于此时。

前562年（周灵王十年）

◇晋魏绛论“乐以安德”。

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

◇孔子生。

前544年（周景王一年）

◇吴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以“美”赞赏风、雅、颂等乐舞艺术，阐述以中和为美的审美理想。

前541年（周景王四年）

◇医和论五色、五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

前540年至前529年（周景王五年至十六年）

◇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伍举论美：“上下、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

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

◇单穆公论乐：“乐不过以听耳”，“美不过以观目”。

◇伶州鸠提出“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

◇晏婴论“和”与“同”异及声音的“相反”“相济”。

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

◇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儒家学派逐渐形成。

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

◇老子约卒于此时。主张道为“天下母”，“万物负阴而抱阳”，创道家美学思想。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涤除玄鉴”，及“道”、“气”、“象”、“妙”、“味”、“虚”、“实”等范畴。有《老子》。

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

◇孔子周游列国后，开始整理文化典籍。

◇墨子约生于此时。

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

◇孔子卒。创儒家美学，提出“兴于诗”、“成于乐”、“游于艺”，“尽善尽美”，“文质”统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及“兴”、“观”、“群”、“怨”等范畴。有《论语》。

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

◇约在此前后齐人著《考工记》，记录“百工之事”，《画缋之事》、《梓人为筍簴》等章提出以五方定五色、虚实相生等思想。

前420年（周威烈王六年）

◇《老子》约在此时编定。

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

◇墨子卒。提出“非乐”，主张“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先质而后文”。有《墨子》。

前372年（周烈王四年）

◇孟子约生于此时。

前369年（周烈王七年）

◇庄子约生于此时。

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

◇屈原约生于此时。

前313年（周赧王二年）

◇荀子约生于此时。

前304年（周赧王十一年）

◇屈原著《离骚》。

前295年（周赧王二十年）

◇孟子游说不遇，退而著《孟子》。

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

◇孟子约卒于此时。提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以意逆志”，“吾养吾浩然之气”。有《孟子》。

前286年（周赧王二十九年）

◇庄子约卒于此时。发展道家美学，提出“天地有大美”，“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至乐无乐”，“厉与西施”“道通为一”，“心斋”、“坐忘”，“得意而忘言”。有《庄子》。

前280年（周赧王三十五年）

◇韩非约生于此时。

前278年（周赧王三十七年）

◇屈原约于此时投汨罗江。创楚骚美学，提出“内美”范畴，有《离骚》、《天问》、《九章》等。

前265年（周赧王五十年）

◇荀子于此前后著《天论》、《解蔽》、《正名》、《王制》等。

前239年（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集宾客著成《吕氏春秋》，发展阴阳五行美学思想。《音初》、《古乐》、《大乐》、《适音》、《侈乐》诸篇，集中论述音乐的起源及艺术特性。

前238年（秦王政九年）

◇荀子卒。继承发展儒家美学思想，提出“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美善相乐”，“君子比德”，“形俱神生”，“性伪自美”。有《荀子》。

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

◇韩非卒。反对儒家美学思想，提出“儒以文乱法”，“取情去貌”，“好质恶饰”。有《韩非子》。

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

◇《尚书》于此前成书，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八音克谐”、“玩物丧志”。

◇《乐记》编定。提出“心物感应”说，及“乐和民声”、“乐以治心”、“乐通伦理”、“乐以象德”、“大乐与天地同和”、“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王者功成作乐”。

◇诸儒生完成《易传》十篇。糅合儒道美学，提出“象也者，像也”，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物相杂故曰文”，及“刚”、“柔”、“神”、“变”等范畴。

◇《周礼》、《仪礼》约在此前后编定。

前179年（汉文帝元年）

◇董仲舒约生于此时。

前164年（汉文帝前元十六年）

◇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术士数千人，撰成《淮子》。提出“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小恶不足妨大美”。

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

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董仲舒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董仲舒卒。倡“天人感应”说，提出“仁之美者在于天”，“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有《春秋繁露》。

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司马迁卒。提出《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赞扬屈赋“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有《史记》。

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

◇扬雄生。

前23年（汉成帝阳朔二年）

◇大戴（德）删定《礼记》八十五篇，小戴（圣）复删为四十六篇。

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

◇扬雄著《法言》。主张“诗人之赋丽以则”，提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

（王莽天凤五年）

◇扬雄卒。

（汉光武帝建武三年）

◇王充生。

79年（汉章帝建初四年）

◇班固奉诏撰《白虎通义》。

◇《毛诗序》于此前后撰成，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有“风”、“雅”、“颂”、“赋”、“比”、“兴”、“六义”。

97年（汉和帝永元九年）

◇王充约卒于此时。倡“真美”，反对“虚妄”，提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有《论衡》。

100年（汉和帝永元十二年）

◇许慎始作《说文解字》，成书于121年（汉安帝建光元年），提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书”。

132年（汉顺帝阳嘉元年）

◇蔡邕生。

171年（汉灵帝建宁四年）

◇刘劭生。

187年（汉灵帝中平四年）

◇曹丕生。

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

◇蔡邕卒。创“飞白体”，提出“书者，散也”。有《笔论》、《九势》。

◇曹植生。

210年（汉献帝建安十五年）

◇阮籍生。

217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

◇曹丕《典论》约成于此时，《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

223年（魏文帝黄初四年）

◇嵇康生。

226年（魏文帝黄初七年）

◇曹丕卒。有《典论·论文》。

◇王弼生。

232年（魏明帝太和六年）

◇曹植卒。有《曹子建集》。

243年（魏齐王正始四年）

◇王弼注《老子》、《周易》。

◇阮籍《乐论》约成于此时。

245年（魏齐王正始六年）

◇刘劭约卒于此时。开魏晋士大夫人物品藻风气，提出人之“五常”、“五德”、“九征”。有《人物志》。

249年（魏齐王嘉平元年）

◇王弼卒。提出“言不尽意”，“得意忘象”。有《王弼集》。

◇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活动始于此时。约七年后，阮籍完《大人先生传》。

261年（魏元帝景元二年）

◇陆机生。

263年（魏元帝景元四年）

◇嵇康卒。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声无哀乐”。有《琴赋》、《声无哀乐论》。

◇阮籍卒。主张乐以自然为本体，反对“以悲为乐”，以“平淡”、“无欲”、“无味”为乐的最高境界。著有《乐论》、《清思赋》、《大人先生传》。

272年（晋武帝太始八年）

◇卫夫人生。

276年（晋武帝咸宁二年）

◇王廙生。

◇郭璞生。

284年（晋武帝太康五年）

◇葛洪约生于此时。

299年（晋惠帝元康九年）

◇陆机《文赋》约作于此时。

303年（晋惠帝太安二年）

◇陆机卒。提出“伫中区以玄览”，“精鹜八极，心游万刃”，“诗缘情而绮靡”。有《文赋》。

321年（晋元帝大兴四年）

◇王羲之生。

322年（晋元帝永昌元年）

◇王廙卒。提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

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

◇郭璞卒。作《山海经序》，提出“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

334年（晋成帝咸和九年）

◇慧远生。

346年（晋穆帝永和二年）

◇顾恺之约生于此时。

349年（晋穆帝永和五年）

◇卫夫人卒。提出“意前笔后者胜”。有《笔阵图》。

364年（晋哀帝兴宁二年）

◇葛洪卒。提出“非染弗丽，非和弗美”，“美玉出于丑璞”。有《抱朴子》。

365年（晋哀帝兴宁三年）

◇陶渊明生。

375年（晋孝武帝宁康三年）

◇宗炳生。

379年（晋孝武帝太和四年）

◇王羲之卒。提出“意在笔前”。有《题笔阵图后》。

384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僧肇生。

403年（晋安帝元兴二年）

◇刘义庆生。

408年（晋安帝义熙四年）

◇顾恺之约卒于此时。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

414年（晋安帝义熙十年）

◇僧肇卒。提出“象非真象”，“虽象而非象”，及“象外之谈”、“正观”、“妙悟”。有《不真空论》、《涅槃无名论》。

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慧远卒。提出“拟状灵范”、“仪形神模”。有《襄阳丈六金像颂》（并序）、《佛影铭》（并序）。

426年（宋文帝元嘉三年）

◇王僧虔生。

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

◇陶渊明卒于此时。有《陶渊明集》。

441年（宋文帝元嘉十八年）

◇沈约生。

443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年）

◇宗炳卒。提出“澄怀味象”、“应目会心”、“应会感神”，山水画可“畅神”。有《画山水序》。

◇王微卒。提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本乎形者融灵”。有《画叙》。

444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

◇刘义庆卒。有《世说新语》，记载魏晋风度及人物品藻的标准。

464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萧衍生。

465年（宋明帝泰始元年）

◇刘勰约生于此时。

466年（宋明帝泰始二年）至471年（宋明帝泰始七年）

◇钟嵘约生于此时。

485年（南齐武帝永明三年）

◇王僧虔卒。提出“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遣情，书笔相忘”。

501年（南齐和帝中兴元年）

◇刘勰撰成《文心雕龙》。

◇萧统生。

503年（梁武帝天监二年）

◇萧纲生。

508年（梁武帝天监七年）

◇萧绎生。

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

◇沈约卒。提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通声律始可言文”，创“声律说”。有《宋书·谢灵运传》。

514年（梁武帝天监十三年）

◇刘昼生。

518年（梁武帝天监十七年）

◇钟嵘以“品”论诗，写成《诗品》。不久卒。提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确立“味”在美学范畴中的重要地位。

531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萧统卒。提出“踵事而增其华”。编有《昭明文选》。

◇颜之推生。

532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刘勰约卒于此时。提出“道沿盛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能宗经”；“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及“隐秀”、“意象”、“风骨”、“神思”、“知音”范畴。有《文心雕龙》。

◇谢赫《古画品录》约成书于此后。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六法”。

533年（梁武帝中大通五年）至551年（梁豫章王天正元年）

◇姚最完成《续画品》，提出“幼禀生知”，“心师造化”，“画有六法，真仙为难”，“意兼真俗，赋彩鲜丽，观者悦情”。

549年（梁武帝太清三年）

◇萧衍卒。论书强调“骨力”。有《梁武帝集》。

551年（梁豫章王天正元年）

◇萧纲卒。有《与湘东王书》，驳裴子野《雕虫论》。

554年（梁元帝承圣三年）

◇萧绎卒。提出“文”、“笔”区分，有《金楼子》。

558年（陈武帝永定二年）

◇虞世南生。

565年（北周武帝保定五年）

◇刘昼卒。提出“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废”等观点。有《刘子》（一说刘勰著）。

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

◇王通生。

595年（隋文帝开皇十五年）

◇颜之推约卒于此时。提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有《颜氏家训》。

599年（隋文帝开皇十九年）

◇李世民生。

617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王通卒。主张文学复古，提出“诗者，民之情性”。有《中说》。

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虞世南卒。提出“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力求”。有《笔髓论》。

◇孙过庭约生于此时。

◇惠能生。

649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李世民卒。提出学书“求其骨力”“形势自生”；“心正则字正”，“心与气合，思与神会”；“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有《贞观政要》。

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

◇杨炯生。后为《王勃集》作序，盛赞王“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文章风格。有《盈川集》。

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

◇陈子昂生。

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

◇刘知幾生。

687年（唐武则天垂拱三年）

◇孙过庭《书谱》印行。

688年（唐武则天垂拱四年）

◇孙过庭卒。论书主张“骨力”与“遒丽”、“劲速”与“淹溜”、“燥”与“润”、“浓”与“枯”的相反相济。有《书谱》。

696年（唐武则天登封元年）

◇李嗣真卒。提出“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动笔形似画外有情”；以“逸品”为上品之上。有《续画品录》、《画品》、《诗品》、《书品》等。

◇二年后王昌龄生。

700年（唐武则天久视元年）

◇陈子昂卒。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主张诗歌“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701年（唐武则天大足元年）

◇李白生。

◇王维生。

709年（唐中宗景龙三年）

◇颜真卿生。

710年（唐睿宗景云元年）

◇刘知幾著《史通》。

712年（唐睿宗太极元年）

◇杜甫生。

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

◇惠能卒。曾创禅宗南宗，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悟法门，提出“知（智）惠（慧）观照”的内省体验方法。有《六祖坛经》。

◇殷璠约生于此时。

720年（唐玄宗开元八年）

◇皎然约生于此时。

721年（唐玄宗开元九年）

◇刘知幾卒。对史书写作提出“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要求，赞赏“用晦”、“简要”。有《史通》。

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

◇唐玄宗注《老子》。

◇张怀瓘为翰林供奉。论书以“风神骨气居上”，以“神”、“妙”、“能”三品相区分，提出“心存目想”。有《书断》、《书佑》、《画断》等。

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

◇王昌龄约卒于此时。提出“境”的范畴，将其概括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有《诗格》。

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

◇王维卒。世传作画学诀秘（《山水诀》、《山水论》）两篇，提出“画道之中，水墨最上”，“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有《王右丞集》。

◇杜甫作《戏为六绝句》。

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

◇李白卒。推崇“建安风骨”，提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贵“清真”、“自然”之美。有《李太白集》。

◇殷璠约卒于此时。编《河岳英灵集》，并为序，标举“风骨”、“兴象”，重视情思慷慨、爽朗刚健之美。

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

◇韩愈生。

770年（唐代宗大历五年）

◇杜甫卒。主张文艺以“真”为本，提倡“神”与“法”的统一。在艺术继承与发展观上，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有《杜甫集》。

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

◇白居易生。

773年（唐代宗大历八年）

◇柳宗元生。

775年（唐代宗大历十年）

◇窦蒙撰《语体字格》，提出“纵任无方曰逸”，“百般滋味曰妙”，“千种风流曰能”，“不依致巧曰拙”。

◇张璪活动于此时。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有《绘境》。

777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皇甫湜约生于此时。

785年（唐德宗贞元元年）

◇颜真卿卒。提出“趣长笔短，虽点画不足，常使意气有余”，“意外生体，令有异势”。有《述张长史书法十二意》。

789年（唐德宗贞元五年）

◇皎然著成《诗式》五卷。

800年（唐德宗贞元十六年）

◇皎然约卒于此时。要求诗歌“情多，兴远，语丽”，提出“取象”、“取义”、“取境”范畴，及“文外之旨”、“意中之静”、“意中之远”境界。有《诗式》。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杜牧生。

810年（唐宪宗元和五年）

◇白居易作《与元九书》。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

◇符载约卒于此时。有《观张员外画松石序》。

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

◇朱景玄活动于此时。于“神”、“妙”、“能”三品之外，又提出“逸品”。有《唐朝名画录》。

◇张彦远生。

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柳宗元卒。提出“文以明道”，“以神气为主”，“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择恶而取美”，倡“奇味”说。有《河东先生集》。

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

◇韩愈卒。倡古文运动，提出“不平则鸣”，文以“气”为先，以“搜奇抉怪”为审美趣味。有《昌黎先生集》。

835年（唐文宗大和九年）

◇皇甫湜卒。提出“文奇而理正”，“异于常则怪”，“出于众则奇”。有《皇甫持正集》。

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

◇司空图生。

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

◇白居易卒。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倡“新乐府运动”。有《白氏长庆集》。

847年（唐宣宗大中元年）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写成。

853年（唐宣宗大中七年）

◇杜牧卒。提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辞采章句为之兵卫”，颂赞“虚荒诞幻”的浪漫诗歌。有《樊川文集》。

875年（唐僖宗乾符二年）

◇张彦远卒。提出“书画同体”，论画以“自然”、“神”、“妙”、“清”、“谨细”五品相品评，强调审美“妙悟”。有《历代名画记》。

896年（唐昭宗乾宁三年）

◇欧阳炯生。

908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司空图卒。提出“意象”论、“韵味”说，追求诗歌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倡“万取一收”，“离形得似”，“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二十四诗品》。

923年（后梁末帝龙德三年）

◇荆浩活动于此前。提出“画者，度物象取其真”，以“气、韵、思、景、笔、墨”“六要”品评山水画。有《笔法记》。

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

◇欧阳炯卒。提出“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编《花间集》并为之序。

1006年（宋真宗景德三年）

◇黄休复著成《益州名画录》。将“逸品”列于“神”、“妙”、“能”三品之上，称其“得之自然，莫可楷模”。

1007年（宋真宗景德四年）

◇欧阳修生。

1011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邵雍生。

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

◇周敦颐生。

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

◇王安石生。

1023年（宋仁宗天圣元年）

◇郭熙生。

1031年（宋仁宗天圣九年）

◇沈括生。

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

◇程颢生。次年程颐生。

1037年（宋仁宗景祐四年）

◇苏轼生。

1045年（宋仁宗庆历五年）

◇黄庭坚生。

1051年（宋仁宗皇祐三年）

◇米芾生。

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

◇刘道醇《圣朝名画评》成书。提出“粗卤求笔”、“僻涩求才”、“细巧求力”、“狂怪求理”、“无墨求染”、“平画求长”等“六长”。

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

◇梅尧臣卒。论诗提出“声调则意婉”，“物象则骨健”，“意圆则髓满”，以“平淡”为诗歌最高境界。有《梅氏诗评》、《宛陵集》。

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

◇欧阳修撰《六一诗话》。

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

◇欧阳修卒。提出文章必“得之自然”，可“与造化争巧”，“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古画画意不画形”。有《六一诗话》、《欧阳文忠公集》。

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

◇周敦颐卒。提出“文以载道”。有《太极图说》、《通书》。

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

◇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提出“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以“清劲”、“秀润”、“雅淡”、“清澹”、“理趣”、“清奇”评价艺术风格美。

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

◇邵雍卒。提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叶梦得生。

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

◇程颢卒。提出“万物静观皆自得”，“始知泉石在胸中”。有《程子遗书》。

◇郭熙卒。提出“林泉之志”，“身即山川而取之”，同一山川“每看每异”，山水画要有“身外意”、“意外妙”，及艺术表现的“三远”法。有《林泉高致》。

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

◇王安石卒。提出文“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有《字说》、《三经新义》、《钟山日录》等。

1095年（宋哲宗绍圣二年）

◇沈括卒。提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学书须自“法度”入，画山水应“以大观小”，“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有《梦溪笔谈》。

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苏轼卒。提出“凡物皆有可观”，“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观画“取其意气所到”，“萧散简远，妙在画笔之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有《苏东坡集》。

◇两年后郑樵生。

1105年（宋徽宗崇宁四年）

◇黄庭坚卒。创江西诗派，提出“文乃道之器”，“书画当观韵”，“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及“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借鉴古人的方法。有《豫章黄先生集》。

1107年（宋徽宗大观元年）

◇程颐卒。提出作文“害道”，“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和顺积中”“英华外发”。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

◇米芾卒。创“米点山水”，主张“抒胸写意”，“意是我自是”，“意随笔落，皆得自然”，赞赏“平淡趣高”。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

1117年（宋徽宗政和七年）

◇郭熙之子郭思纂述其父绘画心得为《林泉高致》。

1120年（宋徽宗宣和二年）

◇《宣和画谱》问世。

◇董逌《广川画跋》约成书于此时。提出“以天合天”，使“丘壑成于胸中”，“无心于画，求于造化之先”，便可“赋形出象”，“得之自然”。

1123年（宋徽宗宣和五年）

◇阮阅编成《诗话总龟》。

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

◇陆游生。

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

◇朱熹生。

1139年（宋高宗绍兴九年）

◇陆九渊生。

1148年（宋高宗绍兴十八年）

◇叶梦得卒。提出“意与言和，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有《石林诗话》、《石林总集》。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编成。

1149年（宋高宗绍兴十九年）

◇王灼写成《碧鸡漫志》，提出“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推崇民歌“能发挥自然之妙”。

1155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

◇张戒活动于此之前。论诗以“言志”为“本”，以“咏物”为“工”，强调“情真”、“味长”、“气胜”，提出诗人应以“意胜”、“味胜”、“韵胜”、“气胜”。有《岁寒堂诗话》。

◇姜夔约生于此时。

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

◇郑樵卒。提出“乐之本在诗”，“诗之本在声”，“声之本在兴”；“书画同出”。有《乐志》。

1167年（宋孝宗乾道三年）

◇胡仔编成《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1174年（宋孝宗淳熙元年）

◇王若虚生。

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刘克庄生。

1189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严羽约生于此时。

1190年（宋光宗绍熙元年）

◇元好问生。

1193年（宋光宗绍熙四年）

◇陆九渊卒。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言、文皆是“以心会心”。有《象山先生全集》。

1195年（宋宁宗庆元元年）至1200年（宋宁宗庆元六年）

◇罗大经约生于此时。

1200年（宋宁宗庆元六年）

◇朱熹卒。提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出于志，乐出于诗”，“理”与“象”“体用一源”。有《朱子大全》。

1210年（宋宁宗嘉定三年）

◇陆游卒。提出“工夫在诗外”；“诗家忌草草，得句未须成”；“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1221年（宋宁宗嘉定十四年）

◇姜夔卒。提出诗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有理、意、想、自然四种“高妙”，“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为“自然高妙”。有《白石道人诗说》。

1223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

◇郝经生。

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

◇方回生。

◇胡祇遹生。

1241年（宋理宗淳祐元年）至1252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罗大经约卒于此时。坚持“文以贯道”，作诗“自然流出，不假安排”。有《心学经传》、《易解》、《鹤林玉露》。

1243年（宋理宗淳祐三年）

◇王若虚卒。提出“文章自得方为贵”，“定法则无，大体须有”，“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有《滹南诗话》、《滹南遗老集》。

1248年（宋理宗淳祐八年）

◇张炎生。

1254年（宋理宗宝祐二年）

◇赵孟頫生。

1257年（宋理宗宝祐五年）

◇元好问卒。提出“眼处心生句自神”，诚为诗之本；“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有《论诗三十首绝句》、《遗山集》。

1264年（宋理宗景定五年）

◇严羽约卒于此时。提出“别材”、“别趣”之说，强调诗之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主张“以禅喻诗”，倡“妙悟”说。有《沧浪诗话》。

1269年（宋理宗咸淳五年）

◇刘克庄卒。提出“忧时原是诗人职”，反对以禅喻诗。有《后村诗话》、《后村先生大全集》。

◇黄公望生。

1275年（宋恭帝德祐元年）

◇郝经卒。主文道合一说，提出“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文欲求实用，人亦应“唯实是务”，倡“内游”说。有《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1277年（宋端宗景炎二年）

◇周德青生。

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胡祇遹卒。提出表演艺术“姿质浓粹”、“举止闲雅”、“歌喉清和圆转”、“轻重疾徐中节合度”等“九美”标准。有《紫山大全集》。

1296年（元成宗元贞二年）

◇杨维桢生。

1301年（元成宗大德五年）

◇倪瓒生。

1306年（元成宗大德十年）

◇方回卒。提出“心即境地”，“治其境莫如治其心”，“意味之自然者为清新”。有《桐江集》，编有《瀛奎律髓》。

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

◇宋濂生。

1320年（元仁宗延祐七年）

◇张炎约卒于此时。提出词要“雅正”、“清空”，摒弃“浮艳”、“质实”。有《词源》。

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

◇赵孟頫卒。主张“到处云山是吾师”，“画人物以得其性情为妙”，“作画赍有古意”，“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有《雪松斋集》。

1332年（元宁宗至顺三年）

◇王履生。后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有《华山图序》。

1354年（元惠宗至正十四年）

◇黄公望卒。主张表现自然美要“理”、“趣”、“韵”齐备，倡“兴来漫写秋山景”，提出“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有《写山水诀》、《画理》。

1365年（元惠宗至正二十五年）

◇周德青卒。编撰《中原音韵》，概括北曲“作词十法”，提出“务头”、“俊语”范畴。

1370年（明太祖洪武三年）

◇杨维桢卒。提出“诗者，人之性情也”，“求诗于模拟之外”。有《东维子集》。

1374年（明太祖洪武七年）

◇倪瓒卒。提出“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兴来挥洒出新意”。有《倪云林全集》。

1378年（明太祖洪武十一年）

◇朱权生。

1381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

◇宋濂卒。提出“辞达而明道”，“为文必在养气”。有《宋学士全集》。

1448年（明英宗正统十三年）

◇朱权卒。有《太和正音谱》。

1460年（明英宗天顺四年）

◇祝允明生。

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

◇王守仁生。

1479年（明宪宗成化十五年）

◇徐祯卿生。

1488年（明孝宗弘治元年）

◇杨慎生。

1495年（明孝宗弘治八年）

◇谢榛生。

1502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

◇李开先生。

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

◇何良俊生。

1511年（明武宗正德六年）

◇徐祯卿卒。提出“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因情立格”，诗“乃造化之秘思”。有《谈艺录》。

1521年（明武宗正德十六年）

◇徐渭生。

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

◇祝允明卒。提出“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宣豁风抱”，必得大境，“内观心语”，必得小境。有《怀星堂集》。王世贞生。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

◇李贽生。

1528年（明世宗嘉靖七年）

◇王守仁卒。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乐是心之本体”，“礼之见于外者”为文。有《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

1541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年）

◇焦竑生。

1542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

◇屠隆生。

1550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汤显祖生。

1551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年）

◇胡应麟生。

1553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沈璟生。

1555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董其昌生。

1556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

◇潘之恒生。

1558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

◇陈继儒生。

1559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杨慎卒。提出“唐诗主情”，“宋诗主理”；“比兴，景也，筋节，情也”；“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有《升庵集》。

1560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

◇袁宗道生。

1565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

◇李日华生。

1568年（明穆宗隆庆二年）

◇李开先卒。提出“真诗只在民间”；“假笔随心”，“常言常意”；“俗雅俱备”。有《词谑》、《李开先集》。

◇袁宏道生。

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

◇何良俊卒。提出“填词须用本色语”，倡“简淡”风格。有《曲论》。

1574年（明神宗万历二年）

◇钟惺生。

◇冯梦龙生。

1575年（明神宗万历三年）

◇谢榛卒。提出“诗文以气格主为”；“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诗以景为“媒”，以情为“胚”，“意随笔生，不假布置”。有《四溟诗话》。

1577年（明神宗万历五年）

◇张丑生。

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

◇唐志契生。

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

◇计成生。

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

◇王世贞卒。倡“格调说”，提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神与境会”，“兴与境诣，神合气完”。有《艺苑卮言》。

1593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

◇徐渭卒。提出好作品应“句句是本色语”，“词须浅近”。有《南词叙录》、《徐文长集》。

1597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

◇张岱生。

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

◇袁宗道卒。主张文以“辞达”为主。有《白苏斋类稿》。

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

◇胡应麟卒。提出“体格声调”、“兴象风神”为作诗大要；“诗最可贵者清”，戒“理障”与“事障”；赞赏“以禅喻诗”，“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动触天真”。有《诗薮》。

◇李贽卒。提出“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主张艺术表现“绝假纯真”之人性；强调“发愤”而作，“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以“化工”品评艺术。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

1605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

◇屠隆卒。提出“妙合天趣，自是一乐”；诗“有虚而实”，“有实而虚”。有《白榆集》、《由拳集》。

1608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

◇金圣叹生。

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

◇沈璟卒。倡“本色论”与“声律论”。有《南九宫十三调曲谱》。

◇袁宏道卒。提出“性灵”说，主张作诗“任性而发”，“独抒性灵”，“从自己胸臆流出”，以“世人难得者为趣”，以“趣得之自然者深”。有《袁中郎集》。

◇黄宗羲生。

1611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

◇李渔生。

1613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

◇顾炎武生。

1616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

◇汤显祖卒。提出情为戏之源，“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情至则“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文“不真，不足行”；“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诗“以若有若无为美”。有《汤显祖集》。

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

◇王夫之生。

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

◇焦竑卒。反对机械拟古，主张“脱弃陈骇，自标灵采，实者虚之，死者活之，腐臭者神奇之”。有《澹园集》。

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

◇潘之恒卒。提出“以情写情”。有《涉江集》。

1623年（明熹宗天启三年）

◇袁中道卒。提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胆胜”者始变之；“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诗“以发抒性灵为主”，“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应直摅胸臆，抒写真情，反对剿袭雷同。有《珂雪斋集》。

◇王骥德卒。要求戏曲兼有“本色”与“文辞”，“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琱镂”，以“风神”、“标韵”、“动吾天机”为艺术最高追求。有《曲律》。

◇笪重光生。

1624年（明熹宗天启四年）

◇钟惺卒。倡诗歌抒发性灵，提出“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追求幽深孤峭艺术风格。有《诗归序》。

◇魏禧生。

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

◇叶燮生。

1629年（明思宗崇祯二年）

◇朱彝尊生。

1633年（明思宗崇祯六年）

◇恽寿平生。

1634年（明思宗崇祯七年）

◇王士祯生。

1635年（明思宗崇祯八年）

◇李日华卒。提出“写出胸中奇”，“聊以自娱喜”；画家应“得造化真迹”，“得其韵不若得其性”，“性者，物自然之天”；“绘事必以微茫惨淡为妙境”，“片石疏林，入思方妙”。有《竹[image: ]
 画媵》、《紫桃轩杂缀》、《六砚斋笔记》。

1636年（明思宗崇祯九年）

◇董其昌卒。提出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天地为师”，“胸中脱去尘浊”；“诗以山川为境”，“文要得神气”；“字须熟后生，画须生外熟”。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

1639年（明思宗崇祯十二年）

◇陈继儒卒。提出“文人之画，不在蹊径，而在笔墨”，要“笔墨俱妙”，“下笔时要有味”。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

1640年（明思宗崇祯十三年）

◇蒲松龄生。

◇石涛约生于此时（一说生于1642年）。

1643年（明思宗崇祯十六年）

◇张丑卒。提出“画品以理趣为主”，“从心所欲而不逾乎矩”者为“逸格”，反对“一味放纵狂怪”。有《清河书画舫》。

1644年（明思宗崇祯十七年）

◇计成著成《园冶》。提出园林艺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提出“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赞赏“浪后波纹”、“锦屏对峙”、“将雨闻雷”、“善于用虚”等手法。

1645年（清世祖顺治二年）

◇沈宠绥约卒于此时。提出六律五声八音“昉天地之自然也”，“一声有一声之美好，顿挫起伏，俱轨自然”。有《度曲须知》。

1646年（清世祖顺治三年）

◇冯梦龙卒。提出话本小说应“事赝而理真”，要惟时所适，通俗易懂，“谐于里耳”。有《序山歌》、《醒世恒言序》等。

1648年（清世祖顺治五年）

◇孔尚仁生。

1651年（清世祖顺治八年）

◇唐志契卒。提出画家应看“真山水”，“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画出“真性情”；要“写出胸中一点洒落不羁之妙”。有《绘事微言》。

1661年（清世祖顺治十八年）

◇金圣叹被杀。评点《水浒传》、《西厢记》。提出“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行文须奇、变、妙、神，“险绝放妙绝，不险不能妙”，胸中有“别材”，眼下有“别眼”。

1670年（清圣祖康熙九年）

◇张竹坡生。

1673年（清圣祖康熙十二年）

◇沈德潜生。

◇徐上瀛辑《大还阁琴谱》刊行。内有徐著《溪山琴况》，仿司空图诗品，创琴况二十四论。

1679年（清圣祖康熙十八年）

◇张岱约卒于此时。对西湖、鉴湖、湘湖等江南山水性情风味及民间艺术有生动细致的美学分析。有《琅環文集》、《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等。

◇李渔约卒于此时。

◇提出戏曲要以“情”、“文”、“有裨风教”“三美俱擅”；重“结构”，“立主脑”，“密针线”；“脱窠臼”，“取意尖新”；强调戏剧应雅俗共赏，语言“贵浅不贵深”，但也反对“一味显浅”，“日流粗俗”。有《闲情偶寄》。

1680年（清圣祖康熙十九年）

◇魏禧卒。提出作文应“积理”与“练识”之说，又论“风水相遭之文”，有“惊而快之”、“乐而玩之”之分。有《魏叔子文集》。

1682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

◇顾炎武卒。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及“诗体代降”。有《日知录》、《亭林文集》。

1686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

◇叶燮《原诗》定稿。

1690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

◇恽寿平卒。主张以画抒情，追求“高逸”的艺术风格。有《南田画跋》、《瓯香馆集》。

1692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

◇王夫之卒。提出志、史不等于诗，诗文“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势者，意中之神理”；“内极才情，外周物理”。倡“现量”说，提出“即景会心”，“因情因景，自然灵妙”。有《薑斋诗话》，编有《古诗选评》、《唐诗选评》、《明诗选评》。

◇笪重光卒。主张“意象经营”，提出“先具胸中丘壑，落笔自然神速”；“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

◇贺贻孙活动于此前后。提出“诗以蕴藉为主”；“作者之旨”，“初皆不平”，“感慨不极，则优柔不深”；自谓“以哭为歌”。有《诗筏》、《骚筏》、《水田居诗文集》。

1693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

◇郑燮生。

1695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

◇黄宗羲卒。提出“文章，天地之元气也”。主张“诗以道性情”，“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有《南雷文案》等。

1698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

◇张竹坡卒。曾评点《金瓶梅》，提出小说应写出每一个人心中的情理。认为作者“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

1703年（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

◇叶燮卒。提出“美本乎天”；为文之本“在物者三”：“理、事、情”，“在我者四”：“才、胆、识、力”；“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有《原诗》、《己畦文集》。

1708年（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

◇石涛约卒于此时（一说约卒于1718年）。提出“一画”论，“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笔与墨会，是为[image: ]
 缊”，“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1709年（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

◇朱彝尊卒。以姜夔为宗论词，重格律，重醇雅、清空风格，主张以词“歌颂太平”。编有《词综》。

1711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年）

◇王士祯卒。倡“神韵”说，标举“兴会超妙”，“兴会神到”，“神到不可凑泊”;主张“诗禅一致”，“舍筏登岸”。有《带经堂诗话》、《带经堂集》。

1715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四年）

◇蒲松龄卒。称其所作《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称民间俚曲“情真词切意缠绵”。有《蒲松龄集》。

◇曹雪芹约生于此时。

1716年（清圣祖康熙五十五年）

◇袁枚生。

1718年（清圣祖康熙五十七年）

◇孔尚仁卒。主张戏曲“警世易俗”，“事不奇则不传”，“制曲必有旨趣”。有《孔尚仁诗文集》。

1723年（清世宗雍正元年）

◇戴震生。

1731年（清世宗雍正九年）

◇姚鼐生。

1733年（清世宗雍正十一年）

◇翁方纲生。

1736年（清高宗乾隆元年）

◇方薰生。

1738年（清高宗乾隆三年）

◇章学诚生。

1750年（清高宗乾隆十五年）

◇黄钺生。

1761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

◇张惠言生。

1763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

◇焦循生。

◇曹雪芹约卒于此时（一说卒于1764年）。提出诗文表现“真事”、“真情真景”，做到“意趣真”；强调艺术虚构，提出“真事隐”、“假语存”；主张“命意新奇”、“立意更新”。有《红楼梦》。

◇脂砚斋于此前后评点《红楼梦》。提出“因情捉笔”，“因情得文”，写出“天下必有之情事”，而又“合情合理”。

1764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

◇阮元生。

1765年（清高宗乾隆三十年）

◇郑燮卒。提出诗文要“沉着痛快”，“道着民间痛痒”；“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眼中之竹”到“手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等。有《郑板桥集》。

1769年（清高宗乾隆三十四年）

◇沈德潜卒。倡“格调”说，提出“诗以声为用”，“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之本原”。有《说诗晬语》，编有《古诗源》。

1775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年）

◇包世臣生。

1777年（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

◇戴震卒。提出“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立言之体”，有赋、比、兴三者，“赋直而比曲，比迩而兴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

1781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

◇周济生。

1791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

◇华琳生。

1792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

◇龚自珍生。

1794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

◇魏源生。

1797年（清仁宗嘉庆二年）

◇袁枚卒。倡“性灵说”，“诗者，各人之性情耳”，“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强调诗歌创作必须“有我”，师古而不泥古。有《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文集》。

1799年（清仁宗嘉庆四年）

◇方薰卒。要求绘画理、趣、法兼备，提出“画无定法，物有常理”；“神乃工之极致，妙为法之机趣”；“以意运法”，“意造境生”。有《山静居画论》。

1801年（清仁宗嘉庆六年）

◇章学诚卒。提出《易》象“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文辞，犹三军”，“志识，其将帅”；“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有《文史通义》。

1802年（清仁宗嘉庆七年）

◇张惠言卒。提出词要意内而言外，“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选有《词综》。

1811年（清仁宗嘉庆十六年）

◇曾国藩生。

1813年（清仁宗嘉庆十八年）

◇刘熙载生。

1815年（清仁宗嘉庆二十年）

◇姚鼐卒。提出“文章之原，本乎天地”；“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兼备者为美”。有《惜抱轩文集》。

1818年（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

◇翁方纲卒。倡“肌理”说，提出“诗必研诸肌理”，“文必求实际”；“诗中有我以运之”；以“质实”、“通变”为美；“正本探原”，“穷形尽变”。有《复初斋文集》、《石洲诗话》。

1820年（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

◇焦循卒。赞赏“花部”“其词质直”，“其音慷慨”。有《剧说》和《花部农谈》。

1822年（清宣宗道光二年）

◇洪仁玕生。

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二年）

◇王闿运生。

1837年（清宣宗道光十七年）

◇松年生。

1839年（清宣宗道光十九年）

◇周济卒。提出填词要有“寄托”，“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有《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辨》、《宋四家词选序》。

1841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

◇龚自珍卒。主张“尊情”、“重才”、“任性”，崇尚“天然”之美。有《定盦全集》。

◇黄钺卒。提出“意居笔先，妙在画外”；“意所未设，笔为之开”；“寓目得心”，“造化在我”；“积法成弊，舍法大好”。有《二十四画品》，收入《壹斋集》。

1842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

◇但明伦著《聊斋志异新评》刊行。提出一“蓄”字诀，以阐明“统篇法”；提出一“转”字诀，以阐明“句法”。

1843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

◇华琳著成《南宗抉秘》。

1848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

◇黄遵宪生。

1849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

◇阮元卒。倡“文笔”论。有《揅经室集》。

1850年（清宣宗道光三十年）

◇华琳卒。提出“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论述“笔活”与“形活”关系。有《南宗抉秘》。

1853年（清文宗咸丰三年）

◇陈廷焯生。

1855年（清文宗咸丰五年）

◇包世臣卒。倡书法学习北碑，提出“窠臼来自剿袭，新异显于特性”。有《艺舟双楫》。

1857年（清文宗咸丰七年）

◇魏源卒。提出为文之道“常主于逆”，“逆淫俗”，“逆风土”，“逆运会”；论诗举“厚”，“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有《书古微》、《诗古微》、《古微堂集》。

1858年（清文宗咸丰八年）

◇康有为生。

1859年（清文宗咸丰九年）

◇况周颐生。

1863年（清穆宗同治二年）

◇齐白石生。

1864年（清穆宗同治三年）

◇洪仁玕卒。提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朴实明晓”，“语语确实”，反对“舞文弄墨”、“抑扬其词”。有《资政新编》。

1865年（清穆宗同治四年）

◇黄宾虹生。

1868年（清穆宗同治七年）

◇蔡元培生。

1869年（清穆宗同治八年）

◇章炳麟生。

1872年（清穆宗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卒。提出“欲学为文，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主张以“经济”充实、代替“义理”，倡“雄奇之气”。有《鸣原堂论文》，收入《曾文正公全集》。

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

◇刘熙载《艺概》刻本问世。

◇梁启超生。

1877年（清德宗光绪三年）

◇王国维生。

1880年（清德宗光绪六年）

◇陈独秀生。

1881年（清德宗光绪七年）

◇刘熙载卒。提出“文惟其是，惟其真”；“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一’乃文之真宰”；“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按实肖象”，“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诗要哀乐中节”，“诗品出于人品”。有《艺概》。

◇鲁迅生。

1884年（清德宗光绪十年）

◇吴梅生。

1889年（清德宗光绪十五年）

◇李大钊生。

1891年（清德宗光绪十七年）

◇胡適生。

1892年（清德宗光绪十八年）

◇陈廷焯卒。提出“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温柔和平，诗词一本也”，“温柔以为体，沉郁以为用”。有《白雨斋词话》。

◇郭沫若生。

1893年（清德宗光绪十九年）

◇青主生。

◇毛泽东生。

1895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

◇徐悲鸿生。

1896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

◇吕澂生。

1897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

◇朱光潜生。

◇宗白华生。

◇潘天寿生。

1898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

◇丰子恺生。

◇田汉生。

1899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

◇闻一多生。

◇瞿秋白生。

1901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

◇梁思成生。

1904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年）

◇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

1905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

◇黄遵宪卒。提出“识时”、“通情”、“不名一格，不专一体”。有《人境庐诗草》。

◇焦菊隐生。

1906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

◇松年卒。提出画“总以形全神足为定本”，“随处留心，真境多观”，“涵咏胸次”。有《颐园论画》。

◇蔡仪生。

1907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

◇鲁迅作《摩罗诗力说》。

1908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

◇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

1909年（清德宗宣统元年）

◇王朝闻生。

1912年（民国元年）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成书。

1913年（民国二年）

◇鲁迅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1915年（民国四年）

◇吕荧生。

1916年（民国五年）

◇王闿运卒。提出“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生”；“情不可放”，“言不可肆”。有《湘绮楼文集》。

1917年（民国六年）

◇蔡元培发表讲演，倡“以美育代宗教说”。

1919年（民国八年）

◇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次年出版《美育》杂志。

1923年（民国十二年）

◇吕澂《美学浅说》、《美学概论》出版。

◇蒋孔阳生。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美育》停刊。“中华美育会”无形解散。

1925年（民国十四年）

◇吕澂《晚近美学学说》、《美的原理》出版。

1926年（民国十五年）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出版。

◇况周颐卒。有《蕙风词话》。

1927年（民国十六年）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提出“古雅”说、“天才”说、“游戏”说、“境界”说、“悲剧”说。有《叔本华的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文学小言》、《红楼梦评论》、《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

◇康有为卒。提出“新则鲜”，“新则活”，以“变”、“新”为美，主张文艺“感移人心为要渺”。有《新学伪经考》、《海南诗文集》、《广艺舟双楫》等。

◇李大钊卒。提出生产者“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有《李大钊文集》。

◇陈望道（1890—1977）《美学概论》出版。

1928年（民国十七年）

◇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

1929年（民国十八年）

◇梁启超卒。提出“真才是美”，“求美先从真入手”，“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境者，心造也”，及“熏”、“浸”、“刺”、“提”四种小说艺术感染方式。有《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趣味教育及教育趣味》、《饮冰室诗话》等。

1930年（民国十九年）

◇李泽厚生。

1931年（民国二十年）

◇朱光潜完成《文艺心理学》初稿。

◇吕澂《现代美学思潮》出版。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朱光潜发表《谈美》。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朱光潜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发表《悲剧心理学》。在国内出版《变态心理学》。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瞿秋白被捕牺牲。论述审美的功利性和艺术的阶级性。有《瞿秋白文集》。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章炳麟卒。提出文为“义师先声”。有《国故论衡》。

◇鲁迅卒。提出“发扬真美，以娱人情”；“美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鲁迅全集》。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出版。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周扬发表《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和《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吴梅卒。有《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等。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蔡元培卒。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美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容词”；“美的普遍性就是没有概念”。有《蔡元培美学论文选》。

1941年（民国三十年）

◇宗白华发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出版。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发表《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

◇陈独秀卒。倡“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蔡仪著《新艺术论》。

◇宗白华发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周扬发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闻一多被暗杀。曾倡格律诗，提出有“音乐”、“绘画”、“建筑”“三美”。有《闻一多全集》。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蔡仪《新美学》出版。

◇朱光潜译克罗齐《美学原理》出版。

1950年

◇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出版。

1953年

◇徐悲鸿卒。提出美感为“一切艺术的渊源”，“妙之不肖者，乃至肖也”。有《中国画改良论》、《述学之一》。

1954年

◇王朝闻《面向生活》出版。

1955年

◇黄宾虹卒。提出“以山水作字”，“以字作画”；“以不似之似为真似”；崇尚“沉雄杰骜”、“浑厚苍润”风格。有《中国画学史大纲》、《黄宾虹画语录》。

1956年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出版。

◇王朝闻《论艺术的技巧》出版。

1956年至1964年

◇《人民日报》、《文艺报》、《新建设》、《哲学研究》等报刊开展了关于美的本质、自然美、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发表讨论文章三百余篇。后编成《美学问题讨论集》六集。

1957年

◇齐白石卒。提出“我行我道，下笔要有我法”；“巧拙互用，巧则灵变，拙则浑古”；“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蒋孔阳《文学艺术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出版。

◇宗白华发表《美从何处寻》。

1958年

◇蔡仪《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出版。

1959年

◇青主卒。提出音乐是“灵魂的语言”，“最高、最美的艺术”。有《音乐通论》、《乐话》。

◇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出版，发表《生产劳动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等论文。

◇王朝闻《一以当十》出版。

1960年

◇宗白华发表《康德美学原理述评》。

1961年

◇蔡仪《论现实主义问题》出版。

1962年

◇胡適卒。提出“孤立的美是没有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首倡“文学革命”口号。有《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適文存》。

◇宗白华发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中译本出版。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译本出版。

1963年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下册出版。

◇王朝闻《喜闻乐见》出版。

◇丹纳《艺术哲学》中译本出版。

1964年

◇宗白华译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出版。

1968年

◇田汉卒。提出“唯特色始能生色”，“提炼生活中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有《田汉论创作》、《田汉文集》。

1969年

◇吕荧卒。提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有《美学书怀》、《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等。

1971年

◇梁思成卒。提出“建筑是工程又是艺术”，“一个建筑师必须同时是美术家”。有《梁思成文集》。

1976年

◇毛泽东卒。提出真善美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两者皆是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谈话》等。

1978年

◇郭沫若卒。提出“生命的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要用艺术精神美化内在生活”，“养成一个美的灵魂”。有《郭沫若全集》。

1979年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出版。

◇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三卷上册出版。

◇《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一、二集出版。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美学》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美学论丛》创刊。

1980年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于昆明召开第一届学术讨论会。

◇朱光潜《论美书简》、《美学拾穗集》出版。

◇《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三集出版。

◇蒋孔阳《形象与典型》出版。

◇李泽厚《美学论集》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创办《美育》杂志。

◇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中译本出版。

1981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册出版。

◇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

◇宗白华《美学散步》出版。

◇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出版。

◇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美和美的创造》出版。

◇李泽厚《美的历程》出版。

1982年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二卷出版。

◇蔡仪《美学论著初编》出版。

◇《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出版。

◇李泽厚主编“美学丛书”出版。至1987年已出《艺术的起源》、《审美心理描述》、《黑格尔与艺术难题》、《兴的起源》等。

◇李泽厚主编“美学译文丛书”出版。至1987年首批推出席勒《美育书简》，克莱夫·贝尔《艺术》，桑塔亚纳《美感》，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艺术问题》，卢卡契《审美特性》，杜夫海纳《艺术与哲学》，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等。

1983年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会在厦门召开。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出版。

◇王朝闻《再再探索》出版。

◇《技术美学》创刊。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学所编《世界艺术与美学》创刊。

1984年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问世。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文集》出版。

◇王朝闻《审美谈》出版。

◇蒋孔阳主编《美学与艺术评论》创刊。

◇鲍桑葵《美学史》中译本出版。

◇全国美育座谈会在湖南召开。

1985年

◇蔡仪主编《美学原理》出版。

◇《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出版。

◇汝信主编《外国美学》创刊。

◇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中译本出版。

1986年

◇朱光潜卒。译作维柯《新科学》于同年出版。介绍审美“移情说”、“距离说”、“艺术即直觉”说，主张美在“心”“物”之间，“心物交融”、“物我同一”、“物我两忘”。晚年倡美学的“实践观点”，提出“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显出基本一致性”，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作品里欣赏到人的本质力量；又提出“整体人”的观点，强调人的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译有黑格尔《美学》、《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拉奥孔》、克罗齐《美学原理》、维柯《新科学》等。

◇宗白华卒。《美学与意境》于同年出版。提出美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动时的波动”；“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化景为情，融情于景，境与神会，美在神韵”。有《美学散步》、《美学与艺境》、《艺境》等；译有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欧洲现代派画论选》、《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等。

◇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美学与文艺评论集》出版。

◇尼采《悲剧的诞生》中译本出版。

1987年

◇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册出版。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卷出版。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出版。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第一批出版，有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蔡仪、李泽厚、蒋孔阳、高尔太等美学思想研究七种。

◇辽宁人民出版社“当代西方美学名著丛书”出版，所收译著有布洛克《美学新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尧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巴特《符号学美学》、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里德《艺术的真谛》等十一种。

◇鲍姆嘉通《美学》、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萨特《想象心理学》中译本出版。

1988年

◇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册出版。

1989年

◇10月10日至16日，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高校美学研究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全国高校美学教学研讨会。

◇李泽厚《美学四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吕澂卒。提出美学“是一种科学知识”，“是一种精神学”。认为现代美学主要是“经验的美学”或“科学的美学”。主要著作有《美学概论》等。

1990年

◇青年美学研究会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金华召开。

1991年

◇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1992年

◇“文化变革与90年代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

◇中国当代美学学术研讨会在焦作市召开。

◇蔡仪卒。他的《新艺术论》被认为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艺术问题的理论著作，在其中最早提出了“美是典型”的论点，认为美的根源在于现实，艺术是现实的典型化，艺术创作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塑造典型；“美的东西即典型的东西”，“美的规律即典型的规律”。著有《新艺术论》、《新美学》、《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论现实主义问题》、《美学讲演集》等。

1993年

◇中华美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美学与现代艺术”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1994年

◇“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

1995年

◇第一届中国古典美学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市召开。

◇国际美学美育会议在深圳大学举行。

1996年

◇“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发展与超越”学术讨论会在海口市召开。

◇第五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召开。

1997年

◇第二届中国古典美学研讨会在桂林举行。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创刊，刘纲纪主编。

1998年

◇“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

1999年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出版。

◇蒋孔阳卒。提出了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理论，系统阐发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命题，认为人的本质力量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复合结构”，审美客体则是“人化了的自然”；认为“美和美感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首次提出“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次积累突创的”审美创造理论，强调创造对建立审美关系的关键作用。其1980年的《德国古典美学》是我国第一部西方美学断代史研究专著。还著有《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美学新论》等。

◇中华美学学会第五届全国大会在成都召开。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始出版。

2000年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举行。

◇第六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2001年

◇全国“美育与塑造创新型人才”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

◇“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美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

2002年

◇“审美与艺术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由中华美学学会青年美学研究会作为中方组织者的“第二届东方美学国际会议”在日本神户、大阪两地举行。

2003年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艺学美学学术研讨会——纪念蒋孔阳先生80周年诞辰”在上海召开。

◇全国东方美学学术研讨会“东方美学研究的全球意义”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

◇“人与环境：美学的问题与策略——第二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媒介变革中的审美文化创新”研讨会在北京和湖北召开。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吉林人民出版社《国际美学前沿译丛》始出版。

2004年

◇“中华美学学会第六届全国大会暨‘全球化与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

◇汝信、王德胜主编、《中国美学》编辑委员会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学学术丛刊《中国美学》创刊。第一辑（创刊号）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1月出版。

◇“美与当代生活方式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

◇“全国美学与文艺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临海召开。

◇“全国第三届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

◇“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为主题的国际美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王朝闻卒。提出“杂多统一”的艺术批评辩证法，以此为起点建立了其“主体与客体统一”、“创作与欣赏统一”的美学思想。把美看成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认为“美并不是事物的某种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也不是意识、精神的虚幻投影，而是事物的一种客观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属性，这也就是美的客观社会性。”著有《新艺术创作论》、《面向生活》、《以一当十》、《喜闻乐见》等。

2005年

◇“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北京大学出版社“美学散步丛书”始出版。

2006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美学》杂志（复刊第1卷，总第8卷）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学》（俗称“大美学”）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编辑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前后共出版过7本。

◇“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

◇“美学、文艺学基本理论建设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第四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南开大学召开。

◇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范畴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范畴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周宪、高建平主编“新世纪美学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环境美学译丛”始出版。

2007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中国与西方”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举行。

◇“第四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会议”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

◇人民出版社“生态美学丛书”始出版。

2008年

◇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音协音乐美学学会会员大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

◇“中国现代美学、文论与梁启超”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实践存在论美学从书”始出版。

2009年

◇“多元文化中的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

◇“中华美学学会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暨‘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全国学术会议”在沈阳召开。

◇“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思想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美学与艺术”丛书始出版。

◇《外国美学》复刊并出版第19辑，汝信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0年

◇“新世纪实践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山西临汾召开。

◇“东方美学与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

◇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主题是“美学的多样性”。

◇《美育学刊》在浙江杭州创刊。

◇李泽厚的《美学四讲》被收入《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2010年2月出版的第二版，成为首次被收入的西方以外学者的著作和唯一华人学者的著作。

2011年

◇“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全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学学会2011年会在浙江开化召开。

◇美学家周来祥逝世。提出“美是和谐，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和客观世界的和规律性的和谐统一。”把美的历史形态概括为“古代和谐美、近代丑和现代的辩证和谐美”三种。著有《美学问题论稿》、《文艺美学》、《论美是和谐》、《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中国现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中华审美文化通史》等。

◇第九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2012年

◇“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苦难之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台北科技大学召开。

◇《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研究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梁启超、朱光潜、蔡元培、丰子恺、王国维、宗白华等美学思想研究六种。

2013年

◇“马克思主义与新世纪中国美学”研讨会在上海交大召开。

◇“当前中国美学文艺学理论建设暨纪念蒋孔阳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艺术与情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大学召开。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修订版出版。


外国美学大事年表


说明

一、本年表起讫年代为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2013年。

二、内容力求按年代顺序突出美学思想发展的线索、背景和特点。

三、重要人物分列生年和卒年；一般人物只列出卒年；未收专条者括注外文姓名。

四、除生者外，人物的思想观点和主要著作均在卒年中介绍。

五、本年表以樊莘森、张德兴的《外国美学大事年表》为基础，由李纯一作节删和增补。



旧石器时代后期

◇人的艺术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萌芽，产生了原始艺术造型活动——洞壁和洞顶的彩绘，浮雕和塑像等。

中石器时代

◇出现描绘战争、狩猎、围猎等突出表现形体动作的画面，艺术活动取得进一步发展。

青铜器时代

◇奴隶制社会产生，人类艺术的发展开始新的阶段，产生了早期的美学思想萌芽。

前40—前30世纪

◇苏美尔人文化得到发展，当时的建筑遗迹、浮雕、手工工艺、语言艺术等表明这一时代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有了较高的发展。

前20世纪（特别是公元前16世纪至12世纪）

◇巴比伦文化达到相当高水平，出现描写混沌初开天地形成，以及诸神斗法、人创造宇宙的叙事诗等，造型艺术也取得较大进展。

前9—前8世纪

◇出现早期的希腊文学——荷马（Homeros）和赫西奥德（Hesiods）的史诗。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些重要的美学概念和术语，如“美好”、“美”、“和谐”等得到表述，认为美、和谐是某种客观的、现实生活中所固有的、能够直接用感觉去认识的东西。赫西奥德在《农作和日子》与《神谱》中认为美和善源于神，艺术创作是神的旨意，有把“尺度”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图。

前7世纪至前2世纪

◇《圣经》（指《旧约》）形成，它以宗教神话的形式表现美的观念。

前7—前6世纪

◇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24—约前547）、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约前610—前546）、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5）坚决反对宗教神话的世界观，为美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约前580年

◇毕达哥拉斯生。

约前540年

◇赫拉克利特生。

约前500年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卒。在克罗托内城（意大利南部）创立研究哲学、美学理论的“毕达哥拉斯派”。提出：凡物皆数；数的和谐是一切宇宙现象的基础；和谐与美是宇宙秩序的对立统一。

约前480年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卒。发展毕达哥拉斯派的美学思想，提出尺度、和谐与美由斗争产生，具有普遍性。著有《论自然》。

约前469年

◇苏格拉底生。

约前460年

◇德谟克利特生。

前427年

◇柏拉图生。

前399年

◇苏格拉底（约前469—前399）卒。把人作为艺术的主要对象，主张效用说。提出：美与有用、合目的及善有密切联系；理想中的人是精神与肉体都美的人，即希腊人所谓“至善”的人。

前384年

◇亚里士多德生。

前370年

◇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卒。创原子说。提出：艺术直接起源于人对动物的模仿；美的实质在于各个组成部分的对称、合度、和谐，并合乎一定的数量关系。最早提出灵感问题。

约前355年

◇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卒。大量记录并转述苏格拉底的美学观点及其与艺术家们探讨各种艺术问题的对话。著有《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

前354年

◇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生，卒年不详。亚里士多德弟子，反对毕达哥拉斯派从“数”出发的音乐思想，提出音乐是感情的艺术。著有《论谐和》（两卷）与《论节奏》（部分）。

前347年

◇柏拉图（前427—前347）卒。主张理念论、回忆说、迷狂说。提出：真正的美不在可感觉的世界而在理念世界中；艺术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对艺术作否定的评价；艺术家凭灵感和在神灵附身的状态下进行创作。著有《理想国》、《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

前335年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哲学学院，为当时最大的科学中心。

前322年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卒。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坚持模仿说、净化说。提出：艺术即模仿、再现，具有认识的性质和教育的作用；悲剧净化的实质在于借助恐惧与怜悯使心灵摆脱兴奋与狂热而得到升华。著有《诗学》、《修辞学》。

前306年

◇伊壁鸠鲁创办名为“花园”的学校。

约前275年

◇皮浪（Pyrrhon，约前365—约前275）卒。怀疑论的创始人。从怀疑论出发，主张对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美存疑，取“无言”态度，以达“不动心”境界。

前270年

◇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卒。伊壁鸠鲁学派创始人。坚持原子论和影像说，主张感觉的作用与可靠性，提出快乐论的伦理学。

前106年

◇西塞罗生。

前65年

◇贺拉斯生。

前55年

◇卢克莱修（前99—前55）卒。伊壁鸠鲁派后期的主要代表。提出：艺术产生于对大自然的直接模仿；自然的因素和人的需要是艺术的源泉；人的特殊需要即快感。著有长诗《物性论》。

前43年

◇西塞罗（前106—前43）卒。斯多葛派的晚期代表。对演讲艺术的风格和姿势有许多论述。

前8年

◇贺拉斯（前65—前8）卒。提出：艺术作品的内容有决定作用；文艺作品“合式”（统一、质朴、完整、一致）有重要意义；寓教于乐。著有《诗艺》。

约前1世纪

◇古罗马建筑师维脱鲁脱生活于这一时期。所著《建筑十事》（前27年），为欧洲现存的最早建筑著作。对文艺复兴建筑艺术与古典主义建筑艺术影响很大。

125年

◇普鲁塔克（45—125）卒。曾论述模仿原则、审美教育、喜剧性的实质和形式等问题。

204年

◇普洛提诺生。

245年

◇斐罗斯屈拉特（约170—245）卒。提出“想象”概念，指出想象是比模仿更为巧妙的“艺术家”，既用手又用心的模仿即想象。

270年

◇普洛提诺（204—270）卒。创立新柏拉图主义。倡导“流溢说”、“分享说”。提出：“太一”或神流溢出理性、灵魂、物质；物质世界的美分享了神性的美。著有《九章集》。

273年

◇朗吉弩斯（213—273）卒。从修辞学角度首次较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崇高范畴。著有《论崇高》等。

354年

◇奥古斯丁生。

430年

◇奥古斯丁（354—430）卒。基督教美学的重要代表。提出上帝是超感觉的、永恒的和纯粹的美，是一切可感觉事物的美的源泉。著有《论美与适合》（已失传）和自传《忏悔录》。

约524年

◇波埃修（约480—524）卒。把古希腊罗马的思想翻译和介绍给中世纪，提出艺术有“甜蜜的毒药”作用。著有《论音乐》。

529年

◇雅典哲学学院关闭，标志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美学终结。

约5世纪后半叶

◇《阿烈奥帕吉特文集》问世。主张神性美是最高境界的美，是一切人世间的美的源泉。对西方中世纪美学产生很大影响。

750年

◇达马斯金（约700—750）卒。提出艺术（尤其绘画）的本质在于颂扬一切事物原型的隐秘和神性的东西。

约877年

◇埃里金纳（约800—877）卒。提出：真实的美是象征神灵的永恒的“圣谕”；丑是没有真正领悟上帝意志的东西。

1142年

◇阿伯拉尔（Petrus Abailardus，1079—1142）卒。中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代表。持唯名论，主张“理解而后信仰”。

1153年

◇贝尔纳（克莱沃的）（1090—1153）卒。中世纪神秘论者，主张禁欲主义理想，提出贫困和愚昧是审美的标准。

1226年

◇托马斯·阿奎那生。

约1230年

◇维帖洛生。

1265年

◇意大利但丁生。

1274年

◇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卒。提出：美的东西是感性的，美感活动是直接的、不假思索的；世间美是神的绝对美的反映；及美的三要素。其美学思想上承新柏拉图学派的神秘主义，下启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美学。著有《神学大全》（1266—1274）和《反异教大全》（约1264）。

约1275年

◇维帖洛（1230—1275）卒。提出美依赖于知觉；通过视觉所感知的对象之美建立在合比例的基础上；美包含着主观的因素。著有《透视》（1270）。

1280年

◇大阿尔伯特（1206—1280）卒。中世纪神学家。提出美是见于物体形式的光辉。

1313年

◇意大利薄迦丘生。

1321年

◇但丁（1265—1321）卒。提出：以寓言、象征和四义说为文艺创作原则；文艺作品应以善为内容，以美为形式。著有长诗《神曲》（1307—1321）及《论俗语》（1304—1306）。

1375年

◇薄迦丘（1313—1375）卒。抨击禁欲主义，提出艺术师法自然，允许虚构。著有《十日谈》（1348—1353）、《但丁传》（1373）、《异教诸神谱系》（1350—1375）。

1407年

◇意大利瓦拉生。

1433年

◇意大利费奇诺生。

1452年

◇意大利达·芬奇生。

1457年

◇瓦拉（1407—1457）卒。提出：人体美是自然界最重要的恩赐；快感是美的最高标准。著有《论快感》、《论拉丁语的美》（1471）。

1464年

◇尼古拉（库萨的）（1401—1464）卒。注释《阿烈奥帕吉特文集》。提出美即多样性之统一。著有《论美》。

1471年

◇德意志丢勒生。

1472年

◇意大利阿尔贝蒂（1404—1472）卒。提出：感觉比言词更能理解美；美存在于事物本性之中，艺术应揭示并遵循它们。著有《论绘画》（1436）、《论建筑》（1452）。

1494年

◇意大利皮科（1463—1494）卒。提出爱是“对美的希望”。

1499年

◇费奇诺（1433—1499）卒。柏拉图学园在佛罗伦萨的奠基人。用泛神论的观点解释柏拉图关于爱的学说，提出精神美是高级的神性的美，它依次渗透到心灵、自然界及一切物质之中。

1505年

◇意大利卡斯特尔维屈罗生。

1519年

◇达·芬奇（1452—1519）卒。主张“镜子说”。提出：自然是艺术的源泉，艺术应模仿自然；艺术家要通过理想化反映自然。著有《论绘画》、《笔记》及名画《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

1528年

◇丢勒（1471—1528）卒。提出真的艺术包含在自然之中。著有《人体比例研究》（1528）。

1547年

◇西班牙塞万提斯生。

1561年

◇英国培根生。

1564年

◇英国莎士比亚生。

1571年

◇卡斯特尔维屈罗（1505—1571）卒。提出“三一律”，对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产生直接影响。著有《〈诗学〉提要与注疏》（1750）。

1573年

◇意大利钦提奥（1504—1573）卒。第一次古今之争中站在革新派立场。著有《论传奇体叙事诗》。

1574年

◇意大利明屠尔诺（约1500—1574）卒。在第一次古今之争中站在保守派立场与钦提奥展开辩论。著有《论诗人》、《诗的艺术》（1564）。

1586年

◇英国锡德尼（1554—1586）卒。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立场上，肯定诗的社会功能。著有《为诗一辩》（1595）。

1588年

◇英国霍布斯生。

1595年

◇意大利塔索（1544—1595）卒。主张诗是模仿，给人以教益。著有《论诗的艺术》。

1596年

◇法国笛卡儿生。

1598年

◇意大利马佐尼（1548—1598）卒。主张文艺应力求雅俗共赏。著有《〈神曲〉的辩护》（1572、1587）。

16世纪

◇第一次古今之争。意大利文学批评界就但丁《神曲》、薄迦丘《十日谈》是否合文艺创作古典规则而进行论争。促进了文艺思想的发展。

1606年

◇法国高乃依生。

1612年

◇意大利瓜里尼（1538—1612）卒。提出打破悲剧和喜剧严格界限的悲喜剧。著有《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1601）。

1616年

◇莎士比亚（1564—1616）卒。其剧本和诗作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欧洲文学和戏剧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塞万提斯（1547—1616）卒。提出模仿（描写）体现才情（想象）；历史与真实的统一。著有《堂·吉诃德》及序。

1621年

◇英国夏夫兹博里生。

1626年

◇培根（1561—1626）卒。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及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径。著有《学术的进展》（1605）、《新工具》（1620）。

1631年

◇英国德莱登生。

1632年

◇英国洛克生。

◇荷兰斯宾诺莎生。

1635年

◇西班牙维加（1562—1635）卒。提出帝王与平民可以同台，具有一定的民主倾向。著有《当代编剧的新艺术》（1609）。

1636年

◇法国布瓦洛生。

1646年

◇德国莱布尼茨生。

1650年

◇笛卡儿（1596—1650）卒。唯理派奠基人。为理性主义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著有《论方法》（1637）、《论音乐》（1618）。

1668年

◇意大利维柯生。

1673年

◇法国莫里哀（1622—1673）卒。强调喜剧的现实性、真实性和社会功能。著有《〈太太学堂〉的批判》（1663）等。

1677年

◇斯宾诺莎（1632—1677）卒。提出美的本质，是事物使我们满意和舒适的一种属性。

1679年

◇德国沃尔弗生。

◇霍布斯（1588—1679）卒。提出笑是一种“突然荣耀感”。著有《巨鲸》（1651）、《论人性》（1658）。

1683年

夏夫兹博里（1621—1683）卒。提出人先天具有能审辩善恶美丑的“内在感官”（第六感官）。著有《论特征》（1711）。

1684年

◇高乃依（1606—1684）卒。提出从时代和实践出发批判地发展前人理论。著有《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论三（整）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

1694年

◇英国哈奇生生。

◇法国伏尔泰生。

17世纪80—90年代

◇第二次古今之争。法国封建宫廷和新兴资产阶级就作家应学古人还是今人进行论争。古派以布瓦洛为代表，今派以贝洛勒（C. Perrault，1628—1703）和圣·艾弗诺蒙为代表。1694年停息。它宣告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作家自由批判精神的诞生。

1697年

◇英国荷迦兹生。

1700年

◇德莱登（1631—1700）卒。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奠定了英国新古典主义剧论的基础。著有《悲剧批评的基础》（1679）等。

1704年

◇洛克（1632—1704）卒。发展了霍布斯“观念联想”的见解，并对“巧智”作了阐发。著有《人类理智论》（1690）。

1711年

◇英国休谟生。

◇布瓦洛（1636—1711）卒。新古典主义主要理论代表，提出系统的理性主义美学观。著有《诗的艺术》（1674）。

1712年

◇法国卢梭生。

1713年

◇法国狄德罗生。

1714年

◇德国鲍姆加登生。

1716年

◇莱布尼茨（1646—1716）卒。主张“预定和谐”说。提出美感是一种混乱朦胧的感觉，是无数微小感觉的结合体。著有《人类理智新论》（1704）。

1717年

◇德国温克尔曼生。

1719年

◇英国爱笛生（1672—1719）卒。提出视觉是最完美的感觉。

1723年

◇英国越诺尔兹生。

1724年

◇德国康德生。

1729年

◇英国博克生。

◇德国莱辛生。

1741年

◇第三次古今之争。莱比锡派高特舍特同屈黎西派波特玛（Bodmer，1698—1783）、布莱丁格（Breitinger，1701—1767），就以何国文学为德国文学楷模、以理性还是想象指导创作进行论争。对德国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标志着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

1744年

◇德国赫尔德生。

◇维柯（1668—1744）卒。提出想象与抽象思维的区别，为形象思维理论奠定了文化史学的基础，使美学研究引入历史发展观点和史论结合方法。著有《新科学》（1725）。

1747年

◇哈奇生（1694—1747）卒。把美分为绝对美和相对美，提出美是比一般快感远为强烈的快感。著有《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1725）、《伦理学系统》（1755）。

1749年

◇德国歌德生。

1750年

◇鲍姆加登《美学》第一卷出版（1758年出版第二卷）。首次以Aesthetica命名。

◇狄德罗《论美》发表。提出美在关系说。

1754年

◇沃尔弗（1679—1754）卒。提出事物是否美，取决于其本身是否完善。著有《经验心理学》（1732）。

1756年

◇博克《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发表，提出崇高与美的特征、区别。

1757年

◇休谟《论审美趣味的标准》出版，提出审美趣味的相对性（个别性）与绝对性（普遍性）。

1758年

◇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出版，系统提出戏剧美学思想，提倡真实自然的风格，重视戏剧的社会功能。

1759年

◇德国希尔特生。

◇德国席勒生。

1762年

◇鲍姆加登（1714—1762）卒。创立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新学科美学，被称为“美学之父”。著有《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1735）、《美学》（1750、1758）。

◇德国费希特生。

1764年

◇荷迦兹（1697—1764）卒。提出最美的线条是蛇形曲线。著有《美的分析》（1753）。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出版，提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把古希腊造型艺术视为不可逾越的最高美的典范。

◇康德《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发表。

1766年

◇莱辛《拉奥孔》问世。提出诗与造型艺术的区别及各自的美学原则。

1768年

◇温克尔曼（1717—1768）卒。深入研究古希腊造型艺术，推崇古希腊艺术静穆美的风格。著有《古代艺术史》（1764）。

1769年

◇莱辛《汉堡剧评》出版。提出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市民剧”，主张剧院成为“道德的大课堂”。

1770年

◇德国黑格尔生。

1770—1785年

◇德国狂飙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和创作自由，歌颂自然。

1772年

◇德国F.施勒格尔生。

◇英国柯勒律治生。

1775年

◇德国F.W.J.谢林生。

1776年

◇休谟（1711—1776）卒。主张“同情说”。提出美分为“感觉美”和“想象美”。著有《人性论》（1739—1740）、《论审美趣味的标准》（1757）。

◇德国赫尔巴特生。

1778年

◇伏尔泰（1694—1778）卒。对美、优雅、审美趣味、想象、天才等美学范畴作了论述。

◇卢梭（1712—1778）卒。提出“返归自然”，否定文艺。著有《论科学与艺术》（1749）。

1781年

◇莱辛（1729—1781）卒。提倡市民戏剧，反对古典主义。著有《拉奥孔》（1766）、《汉堡剧评》（1767—1769）。

1784年

◇狄德罗（1713—1784）卒。“百科全书”派主要人物。提出“美在关系”说，提倡建立反映市民生活、介于悲、喜剧之间的严肃剧。著有《论美》（1750）、《论戏剧艺术》（1758）、《论画》（1795）、《谈演员》（1770）、《沙龙》（1759—1781）。

1788年

◇德国叔本华生。

1790年

◇康德《判断力批判》出版。把崇高与美作为对立的审美范畴提出并作分析，试图以美学为沟通现象界和本体界、认识论与伦理学的桥梁。

1792年

◇越诺尔兹（1723—1792）卒。提出审美趣味的民族差异性问题。

◇英国雪莱生。

◇法国库辛生。

1795年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发表。提出：审美活动是一种游戏冲动；只有通过审美王国，人们才能由自然王国抵达道德王国，最终成为理性人。

◇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发表，首次探讨并区别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美学风格。

1797年

◇博克（1729—1797）卒。提出崇高与美起源于人类的两种基本情欲：自我保全和社会交往。著有《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1756）。

1799年

◇法国博马舍（1732—1799）卒。提倡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严肃戏剧（正剧）。

1801年

◇德国费希纳生。

1802年

◇法国雨果生。

1803年

◇赫尔德（1744—1803）卒。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先驱。提出“诗力说”、“诗画分界说”。著有《批评之林》等。

1804年

◇康德（1724—1804）卒。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提出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深入研究美与崇高、纯粹美与依存美，对哲学、美学发展有巨大影响。著有《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1764）、《判断力批判》（1790）。

◇德国费尔巴哈生。

1805年

◇席勒（1759—1805）卒。提出“审美游戏说”。是德国古典美学由康德（主观）转向黑格尔（客观）的过渡。著有《审美教育书简》（1795）、《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5）。

◇德国卢森克兰茨生。

1807年

◇德国F.费希尔生。

1811年

◇俄国别林斯基生。

1814年

◇费希特（1762—1814）卒。德国古典美学代表之一。其“自我哲学”为浪漫派美学奠定了基础。提出“自我与非我”、“正题判断”、“理智的直觉”。

1817年

◇法国史达尔（1766—1817）卒。重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比较方法的运用。著有《论文学》（1800）、《德意志论》（1813）。

1818年

◇叔本华出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唯意志论哲学和美学的代表作之一。

◇德国马克思生。

1820年

◇英国斯宾塞生。

◇德国恩格斯生。

1822年

◇雪莱（1792—1822）卒。阐明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著有《为诗辩护》（1840）等。

1824年

◇德国齐默尔曼生。

1827年

◇雨果《〈克伦威尔〉序言》发表。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倡议自由创作；把丑纳入文学范围。

1828年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生。

◇俄国托尔斯泰生。

◇英国丹纳生。

1829年

◇F.施勒格尔（1772—1829）卒。德国浪漫派美学奠基人，著有《断片》。

1831年

◇黑格尔（1770—1831）卒。德国古典美学的主要代表。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美高于自然美；艺术历经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阶段后为哲学和宗教所取代。著有《精神现象学》（1807）、《逻辑学》（1811—1816）、《小逻辑》（1817）、《美学讲演录》（1835）。

1832年

◇歌德（1749—1832）卒。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之一。提出：事物的美在于其符合自身的功能目的，显示其内在的意蕴；习气、作风和风格三者有区别。著有《诗与真》（1831）、《箴言与回忆》、《与爱克曼谈话录》（1823—1832）。

1834年

◇柯勒律治（1772—1834）卒。深入探讨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著有《文学生涯》。

◇德国施莱尔马赫（1768—1834）卒。提出：艺术与梦相似；艺术品是“内心的意象”，其真正意义植根于作品产生时的具体环境和关联中；接近作品原义的方法是设身处地重建本文的历史关联。著有《美学讲座》（1842）。

1835年

◇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由其弟子霍托整理出版（1835—1838分三卷）。提出美或艺术是以形象方式完成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的中篇小说》发表，提倡真实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提出典型对于读者是“熟悉的陌生人”。

1836年

◇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整理出版。

1839年

◇希尔特（1759—1839）卒。提出“美在特征”。著有《古代造型艺术史》（1794）。

1841年

◇赫尔巴特（1776—1841）卒。形式美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提出：排除主观障碍，侧重研究美的形式；美在形式。著有《普通教育学》（1802）、《哲学概论》（1813）、《形而上学》（1828—1829）。

1842年

◇德国E.哈特曼生。

1844年

◇德国尼采生。

1845年

◇德国A. W.施勒格尔（1767—1845）卒。划分了古典和浪漫的界限；提出美感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著有《论美的文学和艺术》（1801—1804）。

1846年

◇F.费希尔《美学》开始出版（共六卷，1846—1857）。

1847年

◇德国R.费希尔生。

1848年

◇英国鲍桑葵生。

◇别林斯基（1811—1848）卒。《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发表，提出“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

◇法国夏多布里昂（1768—1848）卒。在《基督教的真谛》（1801）一书中提出以基督教为文艺创作的源泉，以基督教精神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优劣。

◇德国伏尔盖特生。

1849年

◇美国爱伦·坡（1809—1849）卒。提出：为诗而写诗；美是诗的真正要素。对西欧文学和美学中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有较大影响。著有《创作哲学》（1846）、《诗的原理》（1850）。

1851年

◇德国里普斯生。

◇英国布拉德雷生。

1852年

◇美国马歇尔生。

1854年

◇法国居约生。

◇F. W. J.谢林（1775—1854）卒。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之一。提出“有限与无限”、“艺术直觉”。著有《先验唯心论体系》、《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1809）、《艺术哲学》（1859）。

1855年

◇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世。提出：“美是生活”；艺术美是现实美的摹本，现实美高于艺术美。

◇德国朗格生。

1856年

◇德国海涅（1797—1856）卒。深刻批判浪漫派。著有《论浪漫派》（1833）。

◇英国浮龙·李生。

◇奥地利弗洛伊德生。

◇英国王尔德生。

◇俄国普列汉诺夫生。

1859年

◇美国杜威生。

◇法国柏格森生。

1860年

◇叔本华（1788—1860）卒。唯意志论美学主要代表之一。提出：主体摆脱生存意志的束缚而上升为纯粹主体时，才能获得审美能力，并以观审的方式掌握永恒理念；艺术是由纯粹观审而掌握的永恒理性的复制品。著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

1861年

◇德国谷鲁司生。

◇俄国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卒。提出以艺术对生活的关系为美学的核心。著有《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

1863年

◇美国桑塔亚那生。

◇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

◇美国闵斯特贝尔格生。

1866年

◇意大利克罗齐生。

◇英国R.弗莱生。

1867年

◇库辛（1792—1867）卒。深入研究美感机能和审美心理。著有《论真善美》。

◇德国德苏瓦尔生。

◇法国波德莱尔（1821—1867）卒。提出：为艺术而艺术；诗的最高使命是追求美；美是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著有《美学探奇》（1868）。

1869年

◇丹纳《英国文学史》问世，《艺术哲学》最后完成。创立文艺社会学。提出：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力量；用自然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解释艺术现象和规律。

1870年

◇俄国列宁生。

1871年

◇法国瓦莱利生。

1872年

◇费尔巴哈（1804—1872）卒。从人本学的立场出发，提出“人的对象化”、“感情独白”、“至高对象”。

◇尼采《悲剧的诞生》发表。唯意志论美学代表作之一。认为希腊悲剧产生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抗和调和之中；音乐与意志合一，是一切艺术的本原。

1874年

◇德国卡西勒生。

1875年

◇瑞士荣格生。

1876年

◇费希纳《美学导论》出版。该书为实验心理学美学奠定了基础。

1877年

◇法国画家库尔贝（1819—1877）卒。创“现实主义”一词。

1879年

◇德国卢森克兰茨（1805—1879）卒。深入研究丑。著有《丑的美学》（1853）、《逻辑观念的科学》（1858—1859）。

◇俄国斯大林生。

1880年

◇英国布洛生。

1881年

◇英国C.贝尔生。

◇德国洛采（1817—1881）卒。移情说美学先驱。提出无生命的东西移入可解释的感情后能转化为活体。著有《美的概念》（1845）、《小宇宙》（1856—1864）、《德国美学史》（1865）。

◇费希纳（1801—1881）卒。实验心理学和实验美学的创立者。提出建立“自下而上”的美学及一系列实验美学原则和方法。著有《死后生活手册》（1836）、《心理物理学原理》（1860）、《美学导论》。

1882年

◇法国马利坦生。

1883年

◇马克思（1818—1883）卒。提出劳动创造美；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物体；人的审美能力在社会劳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人在“人化的自然”中肯定了人的本质，并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从而引起审美愉悦；文艺创作应“莎士比亚化”。著有《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1932）、《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等。

1885年

◇法国雨果（1802—1885）卒。提出美丑并存，不回避丑。著有《〈克伦威尔〉序言》（1827）。

◇匈牙利卢卡奇生。

◇德国布洛赫生。

1887年

◇F.费希尔（1807—1887）卒。移情说美学先驱。提出“审美的象征作用”。著有《美学》（1846—1857）、《批评论丛》（1863）、《论象征》（1873）。

1888年

◇英国艾略特生。

◇居约（1854—1888）卒。快乐论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美是一种知觉或活动，美感经验是对感觉、理智和意志三种形式的刺激的领悟所产生的快乐。著有《一个哲学家的诗》（1881）、《当代美学问题》（1884）、《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1889）。

1889年

◇德国海德格尔生。

◇英国维特根斯坦生。

◇英国科林伍德生。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卒。提出“美是生活”说。著有《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

1890年

◇弗雷泽《金枝》出版。以巫术和仪式为主要对象研究原始宗教、习俗，提供了解释原始人类种种文艺现象的途径。

◇德国埃德施米特生。

1891年

◇捷克莫卡洛夫斯基生。

1892年

◇鲍桑葵《美学史》出版。

◇法国苏里奥生。

◇德国本雅明生。

1893年

◇波兰英伽登生。

◇英国瑞恰兹生。

◇俄国什克洛夫斯基生。

◇丹纳（1828—1893）卒。提出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方面考察文学艺术，重视文学艺术与时代精神社会环境的关系。著有《英国文学史》（1869）、《艺术哲学》（1865—1869）。

1894年

◇英国佩特（1839—1894）卒。唯美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艺术美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孤立现象；艺术的目的是把生动丰富的主观印象表现为纯粹的形式美。著有《文艺复兴：艺术和诗的研究》（1873）、《幻想的肖像》（1887）、《文艺欣赏，兼论风格》（1889）、《希腊文学研究》。

1895年

◇美国苏珊·朗格生。

◇恩格斯（1820—1895）卒。提出艺术由社会经济决定，又对经济基础有能动作用；人在劳动实践中发展了自身审美感官和审美能力。论述了“现实主义”、“典型”问题。

1896年

◇美国雅各布森生。

◇桑塔亚那《美感》出版。提出美是一种客观化的美感。

◇瑞士皮亚杰生。

1897年

◇美国门罗生。

◇里普斯《空间美学》、浮龙·李《美与丑》、巴希《康德美学批判》出版。均为移情说美学代表作。

1898年

◇美国马尔库塞生。

◇谷鲁司《动物的游戏》出版。

◇齐默尔曼（1824—1898）卒。形式美学派代表之一。提出美在于由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形式；内容和素材不是美的因素。著有《美学史》（1856）、《作为形式科学的一般美学》（1865）。

1899年

◇法国萨赛（1827—1899）卒。提出“戏剧美学”概念；观众的存在是戏剧的本质。著有《戏剧美学初探》（1876）等。

◇英国艾伦（1848—1899）卒。快乐论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美感是一种快乐，是一种以最小的体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神经系统的刺激。著有《生理学美学》（1877）、《色彩感觉》（1890）。

1900年

◇柏格森《笑》出版。奠定了直觉主义美学的基础。

◇芬兰希尔恩（1870—？）《艺术的起源》出版。提出艺术作品不仅含有审美因素，还含有传达信息、鼓舞士气、吸引异性等多种因素。

◇德国伽达默尔生。

◇英国罗斯金（1819—1900）卒。提出：艺术的真实在于情感和爱；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标准是宗教之爱和情感之美；美在于生命。著有《近代画家》（1843—1860）、《建筑的七盏明灯》（1849）、《拉斐尔前派的绘画风格》（1851）。

◇王尔德（1856—1900）卒。唯美主义美学代表之一。主张“艺术至上”，提出：艺术只表现自己；美在形式；美高于一切；美与真、善无联系。著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1891）、《谎言的衰落》、《批评家即艺术家》。

◇尼采（1844—1900）卒。唯意志论美学代表之一。把叔本华“生命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提出：艺术是对人生的征服；希腊悲剧产生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抗和调和中；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著有《悲剧的诞生》、《快乐的科学》（1882）、《扎拉斯图拉如是说》（1883）、《超于善恶之外》（1886）、《权力意志》。

1901年

◇谷鲁司《人类的游戏》出版，移情说美学代表作之一。

◇朗格《艺术的本质》第一卷出版（第二卷1907年出版）。

1902年

◇克罗齐《美学原理》出版。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直觉”说。

1903年

◇德国阿多诺生。

◇里普斯《美学》（1903—1906）出版。移情说美学代表作之一。

◇桑塔亚那《艺术中的理性》出版。强调艺术与人的自然本能的关系。为美国自然主义美学的奠基作。

◇斯宾塞（1820—1903）卒。游戏说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过剩精力发泄”说。著有《人的形象美》（1852）、《论有用和美》（1852—1854）、《心理学原理》（1855）。

1904年

◇奥地利汉斯立克（1825—1904）卒。提出：音乐的美在于乐音的运动形式；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组合关系。著有《论音乐的美》（1854）、《近代歌剧》（1875—1900）。

◇美国阿恩海姆生。

1905年

◇伏尔盖特《美学体系》开始出版。移情说美学代表作之一。

◇英国奥斯本生。

1906年

◇布拉德雷《牛津诗歌讲义》出版。

◇德国《美学与普通艺术学杂志》创刊。

◇E.哈特曼（1842—1906）卒。内容美学派代表之一。提出美是“理念的外观”。著有《美的哲学》（1887）。

1908年

◇法国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生。创立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用结构主义思想研究神话。著有《结构人类学》（1958）、《神话学》（1964）。

1909年

◇法国萨特生。

◇意大利马里内蒂（1878—1944）发表未来主义文艺和美学的第一个纲领《未来主义宣言》。

◇英国梅瑞狄斯（1828—1909）卒。对喜剧美学有较大贡献。著有《喜剧的观念及喜剧精神的效果》（1877）。

1910年

◇以博乔尼（1882—1916）为首的一批意大利艺术家发表《未来主义画家宣言》。

◇托尔斯泰（1828—1910）卒。提出：艺术是情感的交流的美学；艺术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著有《艺术论》。

◇美国W.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卒。提出“意识流”理论。

◇法国杜弗莱纳生。

◇英国艾耶尔生。

◇苏联齐斯（1910—1997）生。提出美学应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审美规律及人对现实的审美把握等。著有《艺术和美学》（1975）、《美学中的对抗》（1980）。

1911年

◇法国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卒。把文艺评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为艺术而艺术；重视民歌的审美价值；强调艺术的时代性和独创性。有《拉法格文学评论集》。

1912年

◇弗洛伊德《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出版。运用精神分析学分析艺术作品。

◇加拿大N.弗莱生。

1913年

◇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

◇贝尔《艺术》出版。形式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浮龙·李发表《论美》。移情说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审美移情是主体把真实的和记忆中的运动感觉投射到被知觉的对象中去。

◇法国利科生。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里普斯（1851—1914）卒。移情说美学代表之一。提出审美移情作用的特征：审美对象是一种受到主体灌注生命的形象；审美主体是观照的自我；主体和对象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著有《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觉》（1897）、《论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1903）、《美学》（1903—1906）。

◇英国开瑞特《美的理论》出版。提出：美是情感的表现；美是精神的和主观的；美是人与表现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

1915年

◇法国巴特生。

◇苏联奥夫相尼科夫（1915—1987）生。提出生产美学研究把美学运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艺术创作规律及其审美规律。

◇德国屈耳佩（1862—1915）卒。实验美学代表之一。提出实验美学的三大方法及测定受试者审美心理反应的新方法。著有《美学基础》、《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

1916年

◇英国H.詹姆斯（1843—1916）卒。提出艺术作品是情感生活在空间、时间或诗中的投影。对意识流小说有很大影响。著有《法国诗人与小说家》（1878）、《小说艺术论》（1888）、《小说的技巧》（1934）。

◇闵斯特贝尔格（1863—1916）卒。提出“审美态度孤立”说。认为只有作用于人的心灵而与外物孤立绝缘的对象才是审美对象。著有《艺术教育原理》（1905）。

◇意大利博乔尼（1882—1916）卒。未来主义绘画和美学思想代表之一。提出：割断传统；歌颂面向未来的创造形式；表现人对现代社会、机械、力、速度的感受。著有《未来主义绘画、雕塑》（1914）。

1917年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法国罗丹（1840—1917）卒。主张现实主义。提出：艺术忠于自然；美与真一致。著有《罗丹艺术论》。

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卒。在俄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学。提出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持功利主义美学观。著有《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艺术与生活》（1912—1913）。

1919年

◇“国立魏玛包豪斯学院”在德国建立。

◇德国梅林（1846—1919）卒。主张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揭露今日的苦难，指出明日的希望。著有《美学简介》等。

1920年

◇R.弗莱《视觉与构图》出版。形式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形式是引起审美感情的决定因素。

◇马利坦《艺术与经院哲学》出版。新托马斯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艺术只属于“行”的领域中的“制造”范围。

◇苏联叶果罗夫（1920—1997）生。提出把“劳动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并系统论述了其研究对象、方法、任务等。著有《美学问题》。

1921年

◇苏联卡冈（1921—2006）生。主张美的本质的“社会说”。倡导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美学。著有《美学史讲义》（四册，1973—1980）。

◇朗格（1855—1921）卒。游戏说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艺术是人类后天获得的一种能力；艺术是使人从利害感中解脱而感到快乐的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的游戏。著有《艺术的本质》（两卷，1901，1907）、《电影的现在和将来》（1920）。

◇德国尧斯生。

1922年

◇日本今道友信（1922—）生。提出美的“相位”说。著有《美的相位及艺术》（1968）、《同一性的自我塑造》（1971）、《关于美》（1973）、《东方的美学》（1976）。

◇苏联洛特曼生。

1923年

◇厨川白村（1880—1923）卒。提出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说。著有《近代文学十讲》、《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

◇鲍桑葵（1848—1923）卒。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审美态度及其特殊价值形式；美是感官知觉或想象力把握到的特性或个性的表现性；“使情成体”。著有《美学史》（1892）、《美学三讲》（1915）。

◇苏联万斯洛夫（1923—）生。提出“美的客观性在于社会性”，成为苏联美学界“实践观点的美学理论”的开端。著有《美的问题》（1957）、《艺术的进步》（1973）。

1924年

◇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出版。语义学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艺术是人类传达活动的最高形式；艺术价值与人的生理、心理需要的冲动的满足相联系；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无本质区别。

◇列宁（1870—1924）卒。提出文艺必须为劳动人民服务；艺术应揭示美，满足人民的需要。论述了文艺的现实性、真实性和典型性。

1925年

◇法国德勒兹生。

1926年

◇德国伊瑟尔生。

◇法国福柯生。

1927年

◇德国格罗塞（1862—1927）卒。提出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方面研究艺术学和艺术史。著有《艺术的起源》（1894）、《艺术学研究》（1900）。

◇马歇尔（1852—1927）卒。快乐论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美是相对稳定的真正的快乐；艺术源于人的一种特殊冲动——“艺术本能”。著有《痛苦、欢乐和美学》（1894）、《美学原理》（1895）、《美学与心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1905）、《美》（1924）。

1928年

◇美国H.米勒（1928—）生。后结构主义美学和耶鲁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提出本文“意义”无法确定；语言符号无严格指实的意义；文学最能明白地揭示语言的修辞性和含蓄性。著有《上帝的消失》（1966）、《小说与重复》（1982）。

◇美国赫什（1928—）生。主张意向论。提出解释是否正确有效在于是否达到作者意向的意义。著有《解释的有效性》（1967）、《解释的目标》（1976）。

1929年

◇美国G.哈特曼（1929—）生。后结构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作品本文不只有一个基本事实，一部作品有时需要几代人去理解。著有《解构与批评》（1979）、《荒野中的批评》（1980）。

◇苏联斯托洛维奇（1929—2013）生。持“社会说”。提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著有《审美价值的本质》（1972）、《美的哲学》（1978）。

1930年

◇美国布鲁姆（1930—）生。后结构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影响的焦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著有《幻想的诗人们：英国浪漫派诗歌解读》（1961）、《布莱克的启示录》（1963）、《影响的焦渴》（1973）、《误读指南》（1975）、《诗与压抑》（1976）。

◇伏尔盖特（1848—1930）卒。移情说美学代表之一。提出：以审美感情和审美经验为美学研究的中心；审美移情具有两种类型；移情是一种“融化”。著有《美学体系》（1905—1914）、《审美意识论》（1920）。

◇法国德里达生。

1931年

◇英伽登《文学的艺术作品》出版。现象学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用现象学方法讨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艺术作品有结构层次。

◇英国瑞德《美学研究》出版。

◇美国多伊奇（1931—）生。开创比较美学方法。

1933年

◇R.费希尔（1847—1933）卒。移情说美学先驱。首次提出“移情作用”概念。著有《视觉的形式感》（1873）。

◇英国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出版。

◇美国白壁德（1865—1933）卒。新人文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用“人的原则”取代“物的原则”，攻击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革新文学。著有《新拉奥孔》（1910）、《近代法国批评界的大师》（1912）、《卢梭和浪漫主义》（1919）、《批评家和美国生活》（1928）。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卒。提出生动、真正美的艺术在本质上是战斗的。

1934年

◇杜威《艺术即经验》出版。实用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艺术和美是一种日常生活经验；艺术有重要的工具作用。

◇R.弗莱（1866—1934）卒。形式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艺术是想象的生活的表现；审美情感是一种由于形式的某种关系引起的特定的情感。著有《视觉与构图》（1920）、《艺术家和心理分析》（1924）、《变形》（1926）、《塞尚》（1927）。

◇科林伍德《艺术原理》出版。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艺术的基本特征不是再现，而是情感表现；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创造活动；艺术品在艺术家头脑里占有位置时即已被创造。

◇布洛（1880—1934）卒。提出“心理距离”说。著有《内容和形式》（1904）、《现代美学概念》（1907）、《作为艺术的要素和美学原则的“心理距离”》（1912）、《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1919）。

◇美国詹姆逊（1934—）生。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历史化”；文学本文是政治无意识的象征行为；文学批评阐释理论应以本文为圆心、以历史为终极视界。著有《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7）。

1935年

◇浮龙·李（1856—1935）卒。移情说美学在英国的主要代表。提出要注重内模仿中情绪反应所涉及的内脏器官感觉。主张“线形运动”说。著有《美与丑》（1897）、《美与丑以及心理学美学中的其他研究》（1912，与汤姆生合著）、《论美》（1913）。

◇布拉德雷（1851—1935）卒。新黑格尔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诗应追求事物后面的深奥意义；诗应为想象而想象、为诗而诗。著有《黑格尔悲剧理论》、《莎士比亚悲剧》、《牛津诗歌讲义》。

1936年

◇俄国高尔基（1868—1936）卒。提出：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美和艺术来源于劳动；要创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著有《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等。

1937年

◇第二届国际美学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

◇英国考德威尔（1907—1937）卒。试图综合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与弗洛伊德美学思想。著有《幻觉与现实》（1937）。

◇德国盖格尔（1880—1937）卒。现象学美学先驱。提出只有审美对象的生命内容或精神内容才是构成美的世界的真正核心。著有《论审美欣赏的现象学》（1922）、《通向美学之路》（1928）。

◇意大利葛兰西（1891—1937）卒。提出：文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具有“审美的”和“历史的”双重含义；文艺作品应真实地、生动地再现现实生活；文艺批评应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著有《狱中札记》（1947）等。

1938年

◇英国亚历山大（1859—1938）卒。提出美是能在客观上满足审美冲动或情感的东西，是心灵与物质现实相结合而形成的“第三性的质”。著有《艺术与自然》（1927）、《美和其他价值形成》（193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卒。创体验派戏剧美学理论。提出观众和演员应尽量消除与角色之间的距离，充分进入角色。著作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八卷。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吉尔伯特和科恩《美学史》出版。

◇奥地利兰克（1884—1939）卒。精神分析美学代表之一。把精神分析美学按美国文化传统加以修正。提出通过分析梦的结构来解释艺术家心理过程。著有《艺术家》（1907）、《英雄诞生的神话》（1909）、《诗歌与神话中的乱伦主题》（1912）、《生之创伤》（1924）。

◇法国托多罗夫（1939—）生。法国结构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语法”说和“阅读”理论，推动结构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发展。著有《文学与指示》（1967）、《〈十日谈〉的语法》（1969）、《散文诗学》（1971）、《结构主义诗学》（1973）。

◇奥地利弗洛伊德（1856—1939）卒。创立精神分析学，并运用于美学。提出艺术的本质是受压抑的人的本能（尤其是性欲）的替代性满足，是一种“白日梦”。著有《梦的解析》（1900）、《创作家与白日梦》（1908）、《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1912）、《精神分析引论》（1915—1917）、《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1928）。

1940年

◇本雅明（1892—1940）卒。创艺术生产理论。提出：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更替；艺术的演变由艺术生产力决定；艺术生产力由创作技巧组成。著有《德国浪漫派中的艺术批评概念》（1920）、《德意志悲剧的诞生》（1928）、《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63）。

1941年

◇美国《美学与艺术评论》杂志创刊。

◇柏格森（1859—1941）卒。直觉主义美学创立者。提出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是创造一个能表现生命绵延的知觉即美的直觉；艺术随着生命绵延的不断创造而不可预期，这种不可预见的“无”正是艺术创造的一切；艺术是内心直觉体验的表现。著有《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笑》（1900）、《形而上学导论》（1903）、《创造进化论》（1907，又名《创化论》）、《绵延性和同时性》（1922）、《思想和运动》（1935）。

◇德国考夫卡（1886—1941）卒。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艺术作品是由各个相互依存的部分构成的一个有结构的统一整体。著有《知觉：格式塔学说引论》（1922）、《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艺术心理学问题》（1940）、《艺术与要求性》。

◇英国弗雷泽（1854—1941）卒。提出“巫术——宗教——科学”的人类文化发展趋势，对发生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神话原型批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开创了从神话和仪式角度研究文艺的“剑桥学派”。著有《图腾制》（1887）、《金枝》（1890）、《图腾制与族外婚》（1910）、《自然崇拜》（1926）、《原始宗教》（1933—1934）。

1942年

◇美国美学学会成立。

1943年

◇英国伊格尔顿（1943—）生。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与现实的关系是间接的。著有《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1976）、《文学原理引论》（1983）。

◇科林伍德（1889—1943）卒。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之一。坚持“艺术即表现”说。提出艺术是艺术家的情感表现；表现情感是一种创造性想象活动；表现活动是一个语言问题。著有《宗教与哲学》（1916）、《艺术哲学大纲》（1925）、《艺术原理》（1934）。

1944年

◇法国康定斯基（1866—1944）卒。开创抽象绘画和抽象美学。提出摆脱客观对象，诉诸内心精神。著有《论艺术的精神》（1911）、《关于形式问题》（1912）、《点、线、面》（1923）、《论具体艺术》（1938）。

◇意大利马里内蒂（1878—1944）卒。未来主义艺术和美学的创始者。提出：艺术脱离传统，表现人变成机器、机器变成人的未来新时代；斗争即美。著有《未来主义宣言》（1909）、《未来主义文学的技法宣告》（1912）、《断了线索的想象和自由的死者们》（1913）、《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14）。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瓦莱利（1871—1945）卒。象征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诗是由语言支配整个感觉的与梦境相似的幻象；诗人的任务是用语言创造与实际事物无关的一个世界或一种秩序。著有《尤帕利诺斯》（1923）、《灵魂与舞蹈》（1923）、《文学杂集》（1924）和三本续集（1930、1936、1938）。

◇卡西勒（1874—1945）卒。符号论美学先驱。提出：符号活动是人的根本特征；美和艺术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语言。

◇瑞士沃尔夫林（1864—1945）卒。主张“无名的艺术史”和“风格史”。提出艺术史是艺术作品风格的发展史；艺术风格的发展和变更取决于人类感受性的变迁。著有《文艺复兴和巴洛克》（1888）、《古典艺术》（1889）、《艺术史的基本概念》（1915）。

1946年

◇谷鲁司（1861—1946）卒。移情说美学代表之一。主张“游戏练习”说和“内模仿”说。提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审美的模仿是一种不外现于筋肉动作的“内模仿”，其特点是侧重于由物及我。著有《美学导论》（1892）、《动物的游戏》（1898）、《人类的游戏》（1901）、《审美欣赏》（1902）。

1947年

◇萨特《什么是文学》出版。存在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

◇德苏瓦尔（1867—1947）卒。创办第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美学刊物《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发起、组织召开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首次提出区分美学与一般艺术哲学，使艺术学成为更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独立学科。著有《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哲学导论》（1936）。

1949年

◇美国帕克（1885—1949）卒。试图建立包括美学在内的价值体系。提出：美的本质是一种属于主观审美经验的想象的价值；艺术作品是人的欲望的一种想象的体现。著有《自我与自然》（1917）、《美学原理》（1920）、《艺术的分析》（1926）、《人的价值》（1931）、《经验与实体》（1941）。

1950年

◇德国齐亨（1862—1950）卒。实验美学代表之一。采用以复杂艺术或自然对象来试验的“不完全的实验方法”，创立“绝对谓语法”。著有《逻辑学教程》（1920）、《美学讲话》（1923—1925）。

1951年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卒。分析美学代表之一。前期提出：“美”、“善”等都不能用语句表述；美有统一的本质。后期提出：美和艺术没有统一的本质，只有“家族类似”。著有《笔记（1914—1916）》（1961）、《逻辑哲学论》（1921）、《哲学研究》（1953）、《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1966）。

1952年

◇桑塔亚那（1863—1952）卒。自然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以美感经验和艺术活动为美学中心；美是一种客观化的快感；美的本质由主观经验决定。著有《美感》（1896）、《艺术中的理性》（1903）、《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1910）、《柏拉图主义和精神生活》（1927）。

◇克罗齐（1866—1952）卒。表现主义美学创立者。主张“直觉即表现”说。提出：直觉即表现、即艺术、即欣赏、即美、即语言；艺术不是物理事实、功利活动、道德活动，不具有概念知识的特性，不能分类。著有《美学原理》（1902）、《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1902）、《美学纲要》（1912）。

◇杜威（1859—1952）卒。实用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审美经验与一般经验没有根本区别，它是一种“精炼的、强化了的经验形式”；艺术具有帮助人利用既往经验来造就新的、更好经验的工具作用。著有《哲学的改造》（1920）、《经验和自我》（1925）、《艺术即经验》（1934）、《人的问题》（1946）。

1953年

◇苏珊·朗格《情感和形式》出版。符号论美学代表作之一。

◇马利坦《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出版。新托马斯主义美学代表作之一。结合托马斯主义神学观点与精神分析学解释艺术创造中的直觉现象。

◇杜弗莱纳《审美经验现象学》出版。现象学美学代表作之一。

◇法国拉罗（1877—1953）卒。主张从生命活动、心理反应、科学技术、经济因素、社会风气等多方面来探讨艺术和审美问题。著有《美学概论》（1912）、《艺术与社会生活》（1921）、《艺术中的生命表现》（1933）。

◇斯大林（1879—1953）卒。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提出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文艺竞赛促进文艺繁荣；分析人类语言现象及有关问题。

1954年

◇阿恩海姆出版《艺术与视知觉》。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代表作之一。探讨似动现象、知觉结构、张力、艺术表现性等。

◇威廉·埃尔顿（William Elton）主编分析美学文集《美学和语言》出版。

1956年

◇第三届国际美学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国际美学委员会在会上宣告成立。

◇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出版。提出建立科学的美学的大体构想。

◇德国布莱希特（1898—1956）卒。创表现主义戏剧美学理论，提出观众和演员在感情上要与舞台保持“间离”的理论。著有《戏剧小工具》、《表演艺术的新技巧》、《戏剧辩证法》。

◇德国乌提兹（1883—1956）卒。曾与德苏瓦尔一起主张把艺术美学从总揽一切的传统美学中独立出来。著有《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1914—1921）、《美学》（1923）、《美学史》（1930）、《审美的表现》（1932）。

◇苏联布罗夫《艺术的审美本质》问世。提出：艺术不是以感性形象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艺术具有自己特殊的感性表现形式和特殊的内容；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引起1956—1966年苏联美学界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学术辩论。争论焦点是：美的根源在于自然本身的属性，还是在于对象的社会属性。形成“自然说”和“社会说”两派。

1957年

◇N.弗莱《批评的解剖》出版。提出结构主义美学与原型批评的理论主张。

1958年

◇豪塞尔（1892—1978）《艺术史的哲学》出版。提出社会学美学主张。

◇莫尔斯（A. Moles）《信息论与审美感知》出版。

◇英国摩尔（1873—1958）卒。创立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分析美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著有《伦理学原理》（1903）、《伦理学》（1912）。

1960年

◇英国美学学会成立。

◇第四届国际美学会议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

◇《英国美学杂志》创刊。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解释学美学代表作之一。提出：艺术经验是哲学解释学的出发点；文本的意义永远不会被理解所穷尽；历史视界应与现在视界融合，审美理解中的偏见是“合法的偏见”；解释包含了解释学的循环，应从效果历史中理解艺术文本。

◇美国斯托尔尼茨（Jerome Stolnitz）《审美和艺术批评的哲学》出版。

1961年

◇法国梅劳庞蒂（1908—1961）卒。提出艺术是明显的象征活动，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种表现，应归属于语言学。著有《行为的结构》（1943）、《知觉现象学》（1945）、《语言现象学》（1951）、《眼和心》（1961）。

◇荣格（1875—1901）卒。精神分析美学代表之一。主张“集体无意识”说。提出艺术创作是赋予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以可被接受的形象，唤醒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著有《无意识的心理学》（1912）、《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1933）、《人格的整合》（1939）、《神话学科学文集》（1949）。

1962年

◇马戈利斯主编分析美学文集《从哲学看艺术：当代美学文选》出版。

1963年

◇卢卡奇《审美特性》出版。用能动的反映论和历史体系方法对审美反映和艺术的基本特性作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系统分析。

1964年

◇第五届国际美学会议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

◇C.贝尔（1881—1964）卒。形式主义美学代表之一。主张“有意味的形式”说。提出艺术品的价值不在于内容，而在于线条、色彩或体积等艺术品内部各部分与要素构成的纯关系。著有《艺术》（1913）、《塞尚以后的绘画》（1922）、《论普鲁斯特》（1929）。

◇美国刘易斯（1883—1964）卒。实用主义美学代表之一。主张“潜能”说。提出美是一种刺激人内心价值经验的“潜能”；审美判断是对“潜能”所作的经验上的预言。著有《心灵和世界秩序》（1929）、《对知识和价值的分析》（1946）。

1965年

◇德国沃林格（1881—1965）卒。主张“艺术意志”说，反对“移情说”。提出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对形式的内心要求或需要，是艺术现象最根本、最内在的要素。著有《抽象和移情》（1908）、《哥特艺术的形式》（1911）、《希腊文化与哥特艺术——论古希腊文化的世界性》（1928）。

◇法国布列东（1896—1965）卒。超现实主义文艺美学代表之一。主张艺术家摆脱思想和理性的控制。提出只有超越现实世界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世界才是最真实的世界；超现实主义文艺是描写和解释无意识的世界。著有《超现实主义和绘画》（1928）、《什么是超现实主义》（1936）。

◇艾略特（1888—1965）卒。新批评派美学代表之一。主张“非个人化”原则。提出：批评应集中于作品本身；艺术不在内容，而在于形式表现和媒介的运用。对于文学研究的重点由作者转到作品起了重要作用。著有《传统与个人的才能》（1917）、《批评的功能》（1923）、《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1933）、《文学与现代世界》（1935）、《论诗人的诗歌》（1957）。

1966年

◇维特根斯坦《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被整理出版。提出美和艺术没有统一的客观本质。奠定了分析美学的理论基础。

◇埃德施米特（1890—1966）卒。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艺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图像，使感情得到无限的扩张。著有《创作中的表现主义》（1918）、《论文学中的表现主义和新诗》（1919）、《关于福楼拜和汉姆生的演说词》（1922）、《富有生命力的表现主义》（1961）。

1968年

◇法国爆发“五月事件”。

◇第六届国际美学会议在瑞典乌普萨拉召开。

◇英国里德（1893—1968）卒。提出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把握艺术和审美特质；用“生命和形式”来界定美和艺术。著有《现在的艺术哲学》（1936）、《艺术的教育作用》（1943）、《艺术的意义》（1949）、《艺术与意识的进化》（1954）。

◇美国帕诺夫斯基（1892—1968）卒。开创了对圣像的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及分类进行研究的圣像学和肖像学。著有《丢勒的艺术理论》（1915）、《圣像学研究》（1939）、《哥特建筑和经院哲学》（1951）、《尼德兰早期绘画》（1953）、《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

1969年

◇阿多诺（1903—1969）卒。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提出艺术应拯救被现存社会否定的人性，应创造否定现存社会的“新艺术”。著有《论流行音乐》（1941）、《关于抒情诗歌和社会的演讲》（1957）、《否定辩证法》（1966）、《音乐社会学导论》（1968）、《文学笔记》（1966—1969）、《美学理论》（1970）。

1970年

◇英伽登（1893—1970）卒。现象学美学代表之一。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确立了现象学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提出文学作品内在结构的“四层次”说、“具体化”和“重建”说，以及艺术价值的结构系统理论。著有《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艺术存在论》（1962）、《经验、艺术作品和价值》（1969）。

1971年

◇卢卡奇（1885—1971）卒。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有两大观点，即美学不能与整个历史过程相脱节，美学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美学领域的应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毕生维护现实主义理论。真正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不可分割。著有《文学与民主》（1947）、《现实主义论文集》（1948）、《美学史论文集》（1959）、《审美特性》（1963）。

1972年

◇第七届国际美学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

◇美国佩珀（1891—1972）卒。实用主义美学代表之一。主张“语境批评”说。提出从审美主体和艺术作品的相互关系中评价艺术作品。著有《审美特质：美的语境论》（1937）、《艺术批评的基础》（1945）、《艺术的鉴赏原理》（1949）、《艺术的表象是客观的吗？》（1953）、《艺术作品》（1955）。

1973年

◇马利坦（1882—1973）卒。新托马斯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艺术不属于智性的逻辑方式，而是一种由上帝给予启示的神秘直觉；艺术作品的完美应具备完整性、和谐及体现上帝的存在。著有《艺术与经院哲学》（1920）、《诗的状况》（1938）、《艺术和信仰》（1948）、《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1953）、《艺术家的责任》（1960）。

◇美国庞德（1885—1973）卒。主张“意象”论。提出诗歌应捕捉和创造一种“意象”。著有《生命与接触》（1920）、《文学论文集》、《罗曼司的精神》（1910）、《严肃的艺术家》（1913）。

1974年

◇门罗（1897—1974）卒。新自然主义美学创始人。最早尝试将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提出建立科学的美学的大体设想，倡导一种经验描述的方法。著有《走向科学的美学》（1956）、《艺术的进化》（1963）、《东方美学》（1965）。

◇迪基《艺术与审美》出版。提出艺术习俗论。

1975年

◇苏联巴赫金（1895—1975）卒。反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客观主义”语言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美学。提出：把人的注意力从语言的抽象系统引向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个人的具体谈吐；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著有《文学研究中的形式方法论》（与N.麦特维杰夫合著，1928）、《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小说中的词》（1975）。

◇莫卡洛夫斯基（1891—1975）卒。其美学观标志着形式学派向现代结构主义美学的过渡。著有《作为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标准和价值》（1936）、《捷克诗论集》（1938）。

1976年

◇第八届国际美学会议在西德达姆施塔特召开。

◇海德格尔（1889—1976）卒。存在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可分为思维（哲学）、诗作（艺术）两种；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互为本源，都依赖于艺术而存在；艺术因它是真理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取得美的名称；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只有经过人的理解才能存在。著有《存在与时间》（1927）、《艺术作品的本源》（1952）、《诗歌、语言、思想》。

1977年

◇布洛赫（1885—1977）卒。主张幻想论美学。提出艺术是对完满世界的超前显现，是改善世界的幻想。著有《幻想的精神》（1918）、《当代的遗产》（1935）、《希望的原则》（1954—1959）、《音乐哲学论》（1974）。

1978年

◇匈牙利豪塞尔（1892—1978）卒。社会学美学代表之一。提出按艺术的实际来源解释一件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看法。著有《艺术的社会史》（1951）、《艺术史的哲学》（1958）、《风格主义》（1964）、《艺术社会学》（1974）。

◇法国吉尔松（1884—1978）卒。新托马斯主义美学代表之一。主要通过分析绘画来宣扬新托马斯主义美学。著有《托马斯主义》（1919）、《思想与文学》（1932）、《绘画与实在》（1957）、《美的艺术》（1963）、《艺术中的形式和内容》（1964）。

1979年

◇苏里奥（1892—1979）卒。形式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美学是在具有普遍性的范畴下研究各种形式的学科；艺术是一种具有一定秩序的结构。著有《美学的将来》（1929）、《艺术通讯》（1947）、《电影学和比较文学》（1952）。

◇马尔库塞（1898—1979）卒。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结合在一起，创立“社会批判理论”。将艺术与审美问题包括到整个人本学的、以保证性欲能自由地得到实现为条件的“非压抑性文明”的方案中。著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1932）、《理性与革命》（1941）、《爱欲与文明》（1955）、《论解放》（1969）、《审美之维——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1978）。

◇美国德·曼《阅读的寓言》出版。还著有《盲视与洞见》（1971）、《被毁坏了形象的雪莱》（1979）等，提出隐喻与转喻的语言悬宕。

◇瑞恰兹（1893—1979）卒。创语义学美学。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运用到美学中，强调对美学概念进行语义分析。把美学和艺术中使用的语言看作情感语言。著有《美学基础》（与奥格登、伍德合著，1921）、《文学批评原理》（1924）、《科学与诗歌》（1926）、《诗歌：它们的手段和目的》（1973）。

1980年

◇第九届国际美学会议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市召开。

◇皮亚杰（1896—1980）卒。创立发生认识论。提出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不断建构的产物。运用发生认识论解释儿童艺术。著有《儿童的语言和思维》（1923）、《发生认识论导论》（1950）、《儿童心理学》（与英海尔德合著，1966）、《结构主义》（1968）、《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

◇萨特（1909—1980）卒。存在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艺术的根源在于人类自由；写作是寻求自由的一种形式；应由自由和想象来规定艺术和美的本质；美是只适用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著有《想象》（1936）、《想象心理学》（1940）、《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什么是文学》（1947）。

◇巴特（1915—1980）卒。是法国新评论派代表。主张“内在批评”。接受结构语言学原理，创立结构主义文艺美学理论，1968年后又成为后结构主义文艺美学理论的重要代表。著有《写作的零度》（1953）、《论拉辛》（1963）、《批评与真理》（1966）、《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作者已死》（1968）、《本文的欢悦》（1975）。

1982年

◇雅各布森（1896—1982）卒。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著有《语言分析基础》（与莫利斯·哈利合著，1952）、《语言的基本原则》（与莫利斯·哈利合著，1956）。

1984年

◇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

◇福柯（1926—1984）卒。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着重研究权力及其与知识的关系，在哲学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颇具影响。著有《疯癫与文明》（1966）、《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

◇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卒。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创始人。提出陌生化理论；认为文学史是艺术手法不断更新的历史。著有《语词的复活》（1914）、《艺术即手法》（1917）、《艺术散文思考和分析》（1959）。

◇美国美学家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一书出版。

1985年

◇美国比尔兹利（1915—1985）卒。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持客观论态度。提出“意向谬误”理论，为“新批评”派提供了美学基础。著有《意图谬见》（与韦姆塞特合著，1946）、《美学》（1958）、《美学简史：从古希腊到当代》（1966）、《美学探索》（1967）。

◇苏珊·朗格（1895—1985）卒。符号论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语言无法表达体现内在生命运动的人类情感，只有表现性符号体系——艺术符号才能做到这一点。著有《哲学新解》（1942）、《情感和形式》（1953）、《艺术问题》（1957）。

1987年

◇奥斯本（1905—1987）卒。提出审美和艺术是一种超功利的独立自足的活动。著有《美的理论》（1952）、《美学与文艺批评》（1955）、《美学与艺术理论》（1968）、《现代世界的美学》（1968）。

1988年

◇第十一届国际美学会议在英国诺丁汉召开。

1989年

◇艾耶尔（1910—1989）卒。分析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美”这一概念只能用以表达某些情感和唤起某种反应，不能用以讨论美学中的价值问题。著有《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知识问题》（1956）。

1991年

◇法国列斐伏尔（1901—1991）卒。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说明艺术本质和艺术史；审美力在历史中生成。著有《日常生活批判》（1946）、《美学概论》（1953）等。

◇加拿大N．弗莱（1912—1991）卒。结构主义美学代表之一。提出：作品的意义由其结构形式所决定；形式的作用和诗的结构必须依靠原型结构。著有《可怕的均衡》（1947）、《批评的解剖》（1957）、《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1982）。

1992年

◇第十二届国际美学会议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

◇《诠释与过度诠释》出版，系1990年剑桥大学丹纳讲座就阐释学问题邀请艾柯（Umberto Eco）和罗蒂、卡勒等展开辩论的文集。

◇美国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出版《实用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书试图调和分析哲学和解构主义；从理论上对通俗艺术进行了有力辩护；提出趣味伦理的伦理形式。

1993年

◇洛特曼（1922—1993）卒。以结构主义结合苏联美学中“艺术模拟现实生活”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艺术创作中文本联系和非文本联系的关系。著有《结构主义诗学讲义》。

1995年

◇第十三届国际美学会议在芬兰拉赫蒂召开。

◇德勒兹（1925—1995）卒。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反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主张在康德处两分的“超越性的美学”与“审美判断力批判”当同时发生。代表作《差异与重复》。拒绝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终结”的概念，试图发展一套切合当下数学与科学的形而上学。为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作单篇论述，并著有《电影Ⅰ：运动影像》（1983）、《电影Ⅱ：时间影像》（1985）等。

◇杜弗莱纳（1910—1995）卒。现象学美学代表之一。提出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不可分割；审美对象是在主体和客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诸审美要素的组合。著有《审美经验现象学》（1953）、《诗学》（1963）、《美学与哲学》（1967—1976）。

1996年

◇德国韦尔施（Wolfgang Welsch）《重构美学》出版。

1997年

◇尧斯（1921—1997）卒。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提出：以接受主体（读者）为中介，建立文学与社会历史的本质联系，及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视界改变”概念。著有《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1967）、《论接受美学》（1970）、《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1979）等。

◇阿瑟·丹托《艺术终结之后》出版。认为现代艺术将终结于观念，艺术回归身体，回复到自然。

1998年

◇第十四届国际美学会议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召开。

◇美国N.戈德曼（1906—1998）卒。提出“世界是被构造而不是被发现的”，并认为哲学应当给这个由各式符号系统构造出的世界以精确的结构描述。同时是一名艺术商人，从而转向美学领域，后期表达较为激进的理念主义。著有《现象的结构》（1952）、《事实、虚构和预示》（1954）、《艺术语言》（1968）、《构造世界之路》（1978）、《心灵及其他问题》（1984）。

◇法国利奥塔（1924—1998）卒。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及文学理论家。以后现代主义及其对人类状况的影响而闻名。提出：后现代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著有《话语、喻象》（1971）、《后现代状况》（1979）、《公正游戏》（1979）、《异争》（1983）、《非人化》（1989）。

2001年

◇第十五届国际美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

◇英国贡布里希（1909—2001）卒。提出主体文化心理结构和想象力在艺术创作中有决定作用。著有《艺术发展史话》（1950）、《艺术与幻觉》（1960）、《规范与形式》（1966）、《秩序感》（1978）。

2002年

◇伽达默尔（1900—2002）卒。创立解释学美学。提出“效果历史”、“解释学循环”、“视界融合”等概念。其学说消解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式的美学，以现象学的方法重构人类审美经验，认为艺术揭示存在，将审美经验提高到哲学高度。著有《真理与方法》（1960）、《哲学阐释学》（1967）、《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和庆典的艺术》（1977）。

2003年

◇美国心理分析学家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1923—2003）卒。在视觉艺术、绘画领域，以深层心理学，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研究而闻名。著有《弗洛伊德》（1971）、《艺术及其对象》（1980）、《论艺术与心灵》（1972）、《绘画作为一门艺术》（1987）、《心灵及其深度》（1993）、《论情感》（1999）、《起源：童年的回忆》（2004）。

◇阿瑟·丹托《美的滥用》出版，讨论了艺术与美的关系、艺术的分类及其存在根据，艺术的哲学定义、艺术的终结等问题。

2004年

◇第十六届国际美学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德里达（1930—2004）卒。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代表，以其“去中心”观念，反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否认本体、本质的存在，认为本文（作品）是“延异”的，永远在撒播。其批判矛头直指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著有《言语与现象》（1967）、《书写与差异》（1967）、《论文字学》（1967）。

◇艾柯、德米歇尔编《美的历史》出版。

2005年

◇利科（1913—2005）卒。解释学美学代表之一。提出象征论与文本理论。著有《自由与自然》（1950）、《弗洛伊德和哲学：论解释》（1965）、《解释的冲突：解释学论文集》（1969）、《隐喻的规则》（1975）、《解释学与人文科学》（1981）。

◇美国美学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5）卒。反对对艺术进行阐释，认为作品的价值不在其意义中，而是要更多地感受。著有《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论摄影》等。

2007年

◇第十七届国际美学会议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

◇阿恩海姆（1904—2007）卒。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代表之一。把艺术分析建立在对知觉结构的分析上。提出知觉的简化、似动运动、方向性张力。著有《艺术与视知觉》（1954）、《走向艺术心理学》（1966）、《视觉思维》（1969）。

◇伊瑟尔（1926—2007）卒。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揭示文学阅读的心理过程。著有《隐含的读者》（1974）、《阅读行为》（1976）。

2008年

◇欧洲美学协会（ESA）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成立。

2009年

◇“艺术、美学与性别”学术研讨会在英国坎特伯雷召开。

◇“国际神经美学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

◇“美学与现代性：从席勒到马尔库塞”学术研讨会在英国伦敦召开。

◇“给我庇护：美学的全球话语”学术研讨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

2010年创刊。

◇智利创办美学杂志《美学》。

◇“环境变化中的美学/伦理学”学术会议在德国希登塞岛召开。

◇“视听后人文主义：美学，文化理论和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希腊爱琴海大学召开。

◇第十八届世界美学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大会主题是“美学的多样性”。

2011年

◇“审美自律与他律”学术研讨会在英国约克大学召开。

◇“美学的地位与价值”学术研讨会在英国伦敦召开。

◇“未定边界——哲学、艺术与伦理”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召开。

◇“启蒙主义美学及其他”学术会议在英国爱丁堡召开。

2012年

◇“当代艺术、道德和政治的对抗”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召开。

◇“哲学美学和艺术科学”学术研讨会在英国利兹召开。

◇“艺术化：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

◇“美学在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召开。

◇“艺术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加拿大三一西部大学召开。

◇“重新思考实用主义美学”学术研讨会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召开。

◇“美学与感知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召开。

2013年

◇“艺术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召开。

◇“社会中的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

◇阿瑟·丹托卒。1964年提出“艺术世界”（artworld）一词并定义为艺术作品产生的文化和历史语境，1984年提出“艺术的终结”说。著有《普通物品的转化》、《艺术的终结》、《艺术终结之后》、《美的滥用》、《艺术是什么》等。

◇“挑战美学：今天的美学与政治”学术研讨会在英国布莱顿大学召开。

◇第十九届世界美学会议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大会主题是“行动中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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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穆斯

阿特亚加

āi

哀

埃德施米特

埃里金纳

埃伦茨维希

ài

艾布拉姆斯

艾尔雅维茨

艾亨鲍姆

艾略特

艾伦

艾耶尔

《爱的艺术》

爱笛生

爱克哈特

爱伦·坡

爱美的戏剧

爱森斯坦

ān

安格尔

安卡拉国际美学会议

àn

按实肖象与凭虚构象

暗喻

暗转

ào

奥尔德里奇

奥尔特加·加塞特

奥费主义

奥夫相尼科夫

奥古斯丁

奥尼尔

奥普艺术

奥斯本

《奥义书》

B

bā

八音克谐

巴比松派

巴尔扎克

巴赫金

巴拉兹

巴黎国际美学会议

巴黎派

巴洛克式

巴特

巴托

巴希

巴赞

bá

跋娑

bái

白壁德

《白虎通德论》

白画

白居易

白描

白日梦

《白石道人诗说》

白文

《白雨斋词话》

bǎi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bài

拜金艺术

拜占庭美学

拜占庭式

bān

班固

bǎn

板眼

bàn

伴奏

bānɡ

梆子腔

bāo

包豪斯

包世臣

bǎo

饱和度

饱游饫看

保卫作者

bào

《报任安书》

《抱朴子》

鲍德里亚

鲍列夫

鲍曼

鲍姆加登

鲍桑葵

曝光

bēi

《卑微者的财富》

悲感

悲剧冲突

《悲剧的诞生》

《悲剧批评的基础》

《悲剧心理学》

悲剧性

悲剧性格

悲慨

悲壮

bèi

贝尔，C.

贝尔纳（克莱沃的）

背景

背景放映合成镜头

běn

本能

本能说

本色

本色表演

本体论美学

本文

本我

本雅明

本原美

bī

逼真

bǐ

比

比波普

比尔兹利

比较美学

《比较文学杂志》

比例

比梅尔

比喻

笔断意连

笔法

《笔法记》

笔锋

《笔记》

《笔论》

笔墨

笔墨与物体

笔势

《笔势论》

《笔髓论》

笔意

《笔阵图》

bì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学派

biān

边款

biǎn

扁平人物

biàn

变和弦

变幻

变焦距镜头

变速镜头

变形

变奏

变奏曲式

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

《辩乐》

biǎo

表现派

表现手法

表现说

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美学

表现主义戏剧

表演

bié

别材

别裁伪体

别林斯基

别趣

别眼

bǐnɡ

禀赋

bō

拨镫法

波埃修

波德莱尔

波捷勃尼亚

波菊尼

波里克勒特

波那文图拉

波普

波普艺术

播撒

bó

伯鲁涅列斯基

伯明翰学派

柏格森

柏拉图

柏林国际美学会议

博克

博乔尼

薄迦丘

薄意

bù

不即不离

不难为繁，难于用减

不平则鸣

不求形似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

不确定点

不确定音乐

不似之似

不协和音程

不虚美，不隐恶

不以辞害志

不役耳目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布尔迪厄

布尔加柯夫

布加勒斯特国际美学会议

布景

布局

布克哈特

布拉德雷

布拉格学派

布莱

布莱希特

布列东

布列兹

布鲁克

布鲁克斯

布鲁姆

布罗夫

布洛

布洛赫

布洛克

布瓦洛

布置

步法

C

cái

才胆识力

才法

才思格调

cài

蔡仪

蔡邕

蔡元培

cán

残酷戏剧

蚕头燕尾

cānɡ

苍润

《沧浪诗话》

cánɡ

藏露

cáo

曹丕

曹雪芹

曹禺

曹植

cè

侧锋

cēn

参差

chā

插叙

chán

禅趣

禅悟

《禅与日本文化》

禅悦

禅宗美学

chàn

忏悔

《忏悔录》

chánɡ

长安画派

长锤

长镜头

《长生殿·例言》

《长物志》

常形与常理

常州词派

chǎnɡ

场面

chànɡ

《唱论》

唱腔

唱做念打

chāo

超级现实主义

超级写实主义

超前卫

超我

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派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chē

车尔尼雪夫斯基

chén

沉潜反复嗟叹

沉郁顿挫

沉著痛快

陈独秀

陈继儒

陈旧感

陈亮

陈善

陈师道

陈熟与生新

陈廷焯

陈望道

陈维崧

陈寅恪

陈子昂

chèn

衬托

chénɡ

成公绥

成戏

成于乐

成竹于胸

诚

程颢

程式

程式动作

程式化表演

程颐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澄怀味象

澄心运思，至微至妙

chǐ

《尺牍新钞》

尺度

《侈乐》

chì

叱咤风云的无产者

赤子之心

chōnɡ

充实之谓美

冲淡

冲刀

冲突

chónɡ

崇高

崇高感

崇有

重唱

重建

重奏

chōu

抽象化

抽象美

抽象派

《抽象与移情》

抽象主义

chǒu

丑

丑的美学

丑恶

丑感

丑化

chū

出乎其外

出入

chú

厨川白村

chǔ

《楚辞章句序》

楚骚美学

褚遂良

chuán

传神

《传习录》

传移模写

chuànɡ

《创化论》

创造论美学

创作过程

《创作中的表现主义》

chuī

吹腔

chūn

《春觉斋论画》

《春秋繁露》

chún

纯粹客体

纯粹美

纯粹主体

纯电影

纯意向性对象

醇美

cí

词话

词理意兴

词心

《词谑》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

词以自然为宗

《词源》

辞达

cì

刺

cuī

崔瑗

cūn

皴法

cún

存在主义美学

cuò

错采镂金

D

dá

达达派

达达主义

达尔豪斯

达尔文

达·芬奇

《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

达姆施塔特国际美学会议

达维多夫

《达庄论》

笪重光

dǎ

打出手

dà

大

大阿尔伯特

大村西崖

大和绘

《大还阁琴谱》

大陆理性主义美学

大美

大巧若拙

大巧之朴

大西克礼

《大希庇阿斯篇》

大象无形

大雅与当行参间

大音希声

大塚保治

大众化

大众文艺

dài

代替说

《带经堂诗话》

戴熙

戴震

dān

丹纳

丹托

单一意象

dǎn

胆识

dàn

但丁

但明伦

淡泊

淡化

淡漠

淡入淡出

澹然无极

dānɡ

《当代美学问题》

dǎnɡ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党性

dāo

刀法

dào

倒摄镜头

倒叙

到处云山是我师

道

道德的象征

道德感

道根文枝

道家美学

道具

道胜文至

道与技

道与艺

dé

得意忘象

得意忘言

得鱼忘筌

《德国古典美学》

德国古典美学

德国浪漫派美学

德拉克洛瓦

德莱登

德勒兹

德里达

德·曼

德谟克利特

德盛文缛

德苏瓦尔

德索

《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音

dènɡ

邓椿

《邓肯论舞蹈艺术》

邓斯·司各脱

邓小平美学思想

邓以蛰

dī

低调照片

dí

狄奥尼索斯精神

狄葆贤

狄德罗

狄尔泰

迪基

涤除玄览

笛卡儿

dì

地景艺术

地籁

第二性想象

第二自然

《第六才子书》

第六感官

《第五才子书》

第一性想象

diǎn

《典论·论文》

典型

典型化

典型环境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性

典雅

点彩派

点簇

点垛

点描法音乐

点描主义

点苔

点铁成金

diàn

电视美

电视美学

《电影的本性》

电影录音

电影美

电影美工

《电影美学》

电影美学

《电影是什么》

电影手册派

电影思维

电影眼睛派

电影意识形态

电影音乐

《电影语言》

电影照明

diāo

雕虫篆刻

雕饰美

雕塑感

雕塑美

雕塑美学

diào

吊毛

调

调式

调性

dié

叠放

叠印

dīnɡ

丁西林

dìnɡ

定场白

定场诗

定格镜头

定意于笔，文具情显

diū

丢勒

dōnɡ

东方美学

东京国际美学会议

《东西乐制之研究》

dǒnɡ

董每戡

董其昌

董逌

董仲舒

dònɡ

动

动感

动观

动机

动静

动力定型

动漫艺术

动态雕塑

动态动作

动态美

动吾天机

《动物的游戏》

动中之静，静中之动

dǒu

斗拱

dú

独

独白

独唱

独创性

独立自足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独奏

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理

论

dù

杜勃罗留波夫

杜博斯

杜布罗夫尼克国际美学会议

杜弗莱纳

杜甫

杜牧

杜威

《度曲须知》

渡边护

duàn

断音

duì

对白

对比

对比色

对称

对等

对话

对话理论

对位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对象化

dùn

顿悟说

顿音

duō

多层次构成

多次曝光

多画面

多样统一

多伊奇

duó

夺胎换骨

duò

垛头

E

é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俄国形式主义美学

è

恶劣的个性化

ēn

恩格斯美学思想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恩培多克勒

ér

《儿童心理学》

èr

二黄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

《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

《二十四诗品》

二元对立

F

fā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发愤说

发愤以抒情

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生认识论原理》

发生学美学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fǎ

法

法度

法国结构主义

法国女权主义美学

法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

《法律篇》

《法书要录》

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法言》

fán

凡蒂莫

凡人情为可悦

繁约

fǎn

反串

反讽

反馈

反思

反思判断力

反虚构

反艺术

返归自然

fàn

犯避

泛美学化

范寿康

范晞文

范仲淹

梵乐希

fānɡ

方苞

方笔圆笔

方东美

方法派表演

方回

方薰

方圆

fànɡ

放射说

《放翁题跋》

fēi

飞动之美

飞天

飞檐

《非草书》

《非乐》

非乐

féi

肥瘦

f靑

匪和弗美

匪染弗丽

斐罗斯屈拉特

fèi

费尔巴哈

费霍蒙特内格罗

费诺罗莎

费奇诺

费希尔，F.

费希尔，R.

费希纳

费希特

fēn

分解和弦

分析美学

分享说

分行布白

分朱布白

氛围

fén

《焚书》

fèn

愤世嫉邪

fēnɡ

丰子恺

风

风的美学

风格派

风格主义美学

风骨

风化

风教

风力

风骚

风神

风韵

fénɡ

冯班

冯梦龙

冯友兰

fěnɡ

讽刺

讽喻

fó

佛兰德斯乐派

佛兰德斯美术

佛罗伦萨派

佛性

fǒu

否定性

fú

弗莱，N．

弗莱，R.

《弗莱论文化与文学》

弗雷泽

弗里契

弗罗姆

弗洛连斯基

弗洛伊德

伏笔

伏尔盖特

伏尔泰

伏兰亭

芙蓉出水

服饰美

浮雕

浮雕叠印

浮龙·李

浮世绘

浮藻联翩

符号论美学

符号说

符合目的说

符载

福柯

福斯特

fǔ

俯摄镜头

fù

附庸美

复调

复调和声

复古主义建筑

复合意象

《复鲁絜非书》

复义

赋

G

ɡài

盖格尔

概括化

概念化

概念艺术

ɡǎn

感

感觉的美

感情独白

感染性

感伤的

感伤主义

感受谬见

感受文体学

感同身受

感兴说

感性冲动

感性认识的完善

《感性学》

感性直觉

ɡānɡ

冈仓天心

纲要图式

ɡāo

高棅

高拨子

高潮

高调照片

高尔基

高古

高妙

高乃依

高腔

高特舍特

ɡē

戈德曼，L.

戈德曼，N.

哥特复兴建筑

哥特式

《哥特艺术的形式》

歌德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歌德谈话录》

歌论

歌舞乐神

ɡé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阁楼上的疯女人》

格

格调说

格雷马斯

格里芬

格律美

格罗塞

格罗斯泰斯特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格物

葛洪

葛兰西

隔与不隔

ɡè

个别意象

个性

个性化

各以所禀，自为佳好

ɡēn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跟摄镜头

ɡōnɡ

工笔

工夫在诗外

工具理性

工艺美

工艺美学

公安派

公共艺术

公式化

《公羊传》

功成作乐

功能主义建筑

龚自珍

ɡònɡ

共鸣

共通感

贡布里希

ɡōu

钩勒

钩斫

ɡòu

构成主义

构思

构图

构园无格，借景有因

ɡǔ

古

《古代艺术史》

《古代造型艺术史》

《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

古典的

古典复兴建筑

古典式

古典型艺术

《古典艺术》

古典音乐

古典主义

古典柱式

《古画品录》

古今之争

古雷加

《古诗评选》

《古事记》

古希腊罗马美学

古雅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古乐》

谷鲁司

骨

骨法用笔

《穀梁传》

ɡù

顾恺之

《顾曲杂言》

顾炎武

ɡuā

瓜里尼

ɡuà

挂落

ɡuài

怪诞

怪诞现实主义

ɡuān

关目

《关于美》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

《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

观

观画畅神

观念的联想

观审

观文以知情

观物取象

观音

观照

ɡuǎn

《管锥编》

《管子》

ɡuānɡ

光效应艺术

光晕

ɡuǎnɡ

《广川画跋》

《广艺舟双楫》

ɡuī

《归结为一个统一原则的美的艺术》

归有光

规则

ɡuì

贵锻炼

贵剪裁

贵其有循，而体自然

贵无

ɡuō

郭沫若

郭璞

郭若虚

郭熙

郭象

ɡuó

《国故论衡》

国际美学委员会

国际式建筑

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国家篇》

国剧运动

《国语》

ɡuò

过剩精力发泄说

H

hā

哈贝马斯

哈尔姆

哈拉普

哈奇生

哈特曼，E.

哈特曼，G.

hǎi

海德格尔

海涅

海上画派

hán

含蓄

涵泳

韩非

《韩非子》

《韩诗外传》

韩愈

韩拙

hàn

《汉堡剧评》

《汉书·艺文志》

汉斯立克

háo

豪放

豪塞尔

hǎo

郝经

hào

浩然之气

hé

合唱

合成镜头

合法的偏见

合乎会通，以济其美

合式

合奏

何良俊

何绍基

何晏

和

和而不流

和声

和声无象

和弦

和谐

和与同

和乐

《河岳英灵集序》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荷迦兹

hè

贺拉斯

贺绿汀

贺贻孙

赫尔巴特

赫尔岑

赫尔德

赫拉克利特

赫什

hēi

黑格尔

黑人女权主义美学

黑色幽默

黑匣子

hōnɡ

烘托

烘云托月

hónɡ

《红楼梦评论》

红外线摄影

洪堡

洪仁玕

洪昇

hòu

后分析美学

后结构主义美学

后美学

后实践美学

后现代精神分析美学

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性

后现代艺术

《后现代状况》

后印象派

后印象主义

厚

hū

《滹南诗话》

hú

胡风

胡適

胡应麟

胡祗遹

胡仔

huā

《花部农谭》

huá

华伦亭

华亭派

《华严金师子章》

滑稽

滑稽说

滑音

huà

化出化入

化腐臭为神奇

化工与画工

化境

化性而起伪

化妆

划出划入

华琳

《华山图序》

《画禅室随笔》

《画塵》

画鬼神亦难工

《画继》

画见

《画鉴》

画论

《画品》

《画筌》

《画史》

《画说》

画似真，真似画

画外音

《画学秘诀》

《画学心法问答》

《画引》

《画云台山记》

《画赞序》

《画旨》

话语

话语形构

huái

怀素

怀疑

怀疑学派

《淮南子》

huán

环境的人化

环境美

环境美学

环境戏剧

环境艺术

桓谭

huǎn

缓别

huàn

幻

幻觉型作品

幻想

幻想力

《幻想与现实》

换笔

huānɡ

荒诞

荒诞感

荒诞派

荒诞戏剧

荒寒

荒谬说美学

《荒野中的批评》

huánɡ

皇甫湜

黄宾虹

黄公望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律

黄人

黄庭坚

黄图珌

黄休复

黄钺

黄周星

黄遵宪

黄佐临

huǎnɡ

恍惚

huī

诙谐

徽派

huí

回旋曲式

《回忆录》

回忆说

回音壁

huì

《会饮篇》

《绘画、建筑、雕塑大师列传》

绘画六要

绘画美

绘画美学

绘事后素

《绘事微言》

惠洪

惠能

慧能

《蕙风词话》

hún

浑

hùn

混合录音

huó

活参

活的形象

活动遮片镜头

活法

huò

霍布斯

霍兰德

霍斯廷斯基

霍维利亚诺斯

J

jī

机趣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机械复制主义

肌理说

积淀

积理练识

积墨

嵇康

激浪

激情

jí

吉尔伯特

吉尔松

极度色

极乐

即景会心

即兴

即兴表演

急急风

疾虚妄

集仿主义建筑

集体无意识

jì

计白当黑

计成

纪实

技巧

技术美

《技术美学》

技术美学

季札

季札观乐

寄托

寄兴

寂寞无为

jiā

加官

加拿大美学学会

伽茨

伽达默尔

迦梨陀娑

家数

jiǎ

贾谊

假声

jià

价值论美学

jiān

奸声

犍陀罗艺术

jiǎn

剪裁

剪辑

剪辑照片

剪接

《简便哲学辞典》

简化

简约音乐

jiàn

见素抱朴

见田石介

间离效果

建构

建筑美

建筑美学

《建筑十书》

渐显渐隐

鉴赏的二律背反

鉴赏判断

jiānɡ

江西诗派

姜夔

《姜斋诗话》

《薑斋诗话》

jiǎnɡ

《讲座美学》

蒋孔阳

jiāo

交换价值形态

交往合理化美学

焦竑

焦菊隐

焦循

jiǎo

皎然

jiào

叫头

教化

jiē

接景镜头

接受美学

接受心理学

街舞

jié

节奏

节奏感

节奏蓝调

节奏美

节奏与布鲁斯

杰姆逊

结构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后四子

结构主义美学

结构主义前四子

结构主义五巨头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结局

jiě

解构

《解构之图》

解构主义美学

《解释的有效性》

《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

解释学美学

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解脱

解衣般礴

jiè

《介存斋论词杂著》

介入说

《芥舟学画编》

界画

借景

jīn

今道友信

金碧

金农

金圣叹

金石篆刻美

金石篆刻美学

《金枝》

jǐn

谨毛失貌

jìn

尽美尽善

《近代画家》

《近代美学史评述》

近景镜头

近距摄影

劲健

浸

jīnɡ

京白

京腔

经验主义美学

经营位置

荆浩

惊颤效果

精诚由衷，其文感人

精气

精神分析美学

《精神分析引论》

精神美

精神危机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精英文艺

jǐnɡ

景

景媒情胚

景语情语

景中情

jìnɡ

净化说

竟陵派

敬畏感

静

静观

静穆美

境

境界

境象

镜头

镜像阶段

镜子说

jiǔ

九鬼周造

九美

《九章集》

酒神精神

jū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居约

jù

《巨鲸》

具体化

具体音乐

具象化

具象美

《剧作法》

距离

juǎn

卷棚

jué

角色模式

绝对美

绝对主义

爵士乐

jūn

军械库展览

均衡

君形

君子比德

K

kǎ

卡冈

卡莱尔

卡勒

卡姆斯

卡斯特尔维屈罗

卡塔西斯

卡西勒

kāi

开瑞特

kǎi

凯奇

凯塞尔

kānɡ

康德

《康德美学批判》

康定斯基

康有为

kǎo

考德威尔

考夫卡

《考工记》

kē

柯勒律治

科林伍德

科学美

科学美学

kě

可读的

可写的

kè

克拉考尔

克莱奇玛尔

克雷

克里斯蒂娃

克列姆辽夫

《〈克伦威尔〉序言》

克罗齐

客串

客观化的快感

客观镜头

客观说

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

客厅剧

kěn

肯尼克

kōnɡ

空

空幻感

空寂

空间感

《空间美学》

空间形式

空间艺术

空间音乐

空镜头

空灵

空灵与实际

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kǒnɡ

孔德

孔尚任

孔颖达

孔子

恐惧与怜悯

kònɡ

控制论美学

kū

枯

枯润

哭

kǔ

《苦瓜和尚画语录》

《苦闷的象征》

kù

库恩

库尔贝

库尔特

库克，D.

库克，Th. A.

库辛

kuā

《夸饰》

夸饰

夸张

kuài

快动作镜头

快感

快感增量

快乐

快乐论美学

kuánɡ

狂

狂欢

狂言

kuànɡ

旷

旷达

况周颐

kūn

昆体良

kǔn

捆包艺术

L

lā

垃圾箱派

《拉奥孔》

拉丁古典主义

拉法格

拉斐尔前派

拉格泰姆

拉赫底国际美学会议

拉康

拉罗

拉普派

拉撒

拉辛

拉扎鲁斯

拉兹洛

lái

莱布尼茨

莱普

莱辛

lán

兰克

兰色姆

蓝骑士派

lǎnɡ

朗格，K.

朗吉弩斯

lànɡ

浪漫的

浪漫派

浪漫型艺术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建筑

láo

劳动说

lǎo

《老残游记自序》

《老子》

老子

lè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乐节礼乐

léi

雷鬼

雷诺兹

lèi

类戏剧

类型

类型化

类主体

lěnɡ

冷爵士

冷暖色

lí

《离骚》

《离骚序》

离形得似

lǐ

《礼记》

《礼论》

礼乐

礼乐相成

李白

李大钊

李德裕

李东阳

李格尔

李开先

李衎

李梦阳

李清照

李日华

李世民

李斯托威尔

李嗣真

李阳冰

李邕

李渔

李泽厚

李贽

里比多

里德

里夫希茨

里普斯

里仁为美

里约热内卢国际美学会议

俚俗

理

《理惑论》

理路言筌

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理念

理趣

理事情

《理想国》

理想化

理性

理性冲动

理性情

理性直觉

理性主义建筑

理性主义美学

理障

理智的直观

lì

力

力比多

力的结构

力度

力学的崇高

《历代名画记》

厉与西施，道通为一

立方主义

立体感

立体派

立体摄影

立体主义

立象以尽意

立意

立于礼

立乐之方

立主脑

丽

丽萨

利奥塔

利科

《利维坦》

lián

连音

liǎn

脸谱

liàn

炼格

liánɡ

良知

梁启超

梁思成

liǎnɡ

两重生活

两汉美学

liànɡ

亮相

量感

liǎo

了法

liào

廖燕

liè

列昂吉耶夫

列斐伏尔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宁美学思想

列维斯特劳斯

lín

林风眠

林格伦

《林泉高致》

林泉之心

林纾

临川派

临摹

淋漓

línɡ

灵感

灵感说

灵歌

灵魂美

灵魂乐

铃木大拙

凌廷堪

羚羊挂角

lǐnɡ

岭南派

领唱

liú

刘安

刘大櫆

刘海粟

刘克庄

刘劭

刘熙载

刘向

刘勰

刘歆

刘易斯

刘禹锡

刘知幾

《刘子》

《刘子新论》

流动

流动展览派

流行音乐

流溢说

琉璃瓦

liǔ

柳公权

柳宗元

柳宗悦

liù

六长

六法

六观

六要

《六一诗话》

六义

《六艺论》

lónɡ

龙萨

lǒnɡ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lóu

娄东派

lú

卢布尔雅那国际美学会议

卢卡奇

卢克莱修

卢那察尔斯基

卢森克兰茨

卢梭

lǔ

鲁迅

lù

陆机

陆九渊

陆游

《录鬼簿序》

盝顶

lǚ

吕本中

吕澂

吕骥

《吕氏春秋》

吕天成

吕荧

luàn

乱弹

lún

伦理实体性

《论语》

轮廓

lùn

《论崇高》

《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

《论词》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

《论法规》

《论方法》

《论衡》

《论画》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论绘画》

《论解构》

《论科学与艺术》

《论浪漫派》

《论美》

《论人性》

《论审美趣味的标准》

《论诗三十首》

《论诗艺》

《论史诗》

《论素朴诗和感伤诗》

论坛戏剧

《论特征》

《论文学》

《论文字学》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论无产阶级文化》

《论戏剧艺术》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学术的价值和发展》

《论音乐》

《论音乐的美》

《论音乐的特殊性》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论自然》

luó

罗大经

罗丹

《罗丹艺术论》

罗蒂

罗马式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罗蒙诺索夫

罗森克兰茨

罗斯金

《逻辑哲学论》

luò

洛采

洛慈

洛可可式

洛克

洛奇

洛特曼

洛谢夫

M

mǎ

马德里国际美学会议

马蒂斯

马端临

马尔库塞

马戈利斯

马克思美学思想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马里内蒂

马利坦

马舍雷

马斯洛

马歇尔

马佐尼

mǎi

买椟还珠

mài

迈尔

麦茨

麦克唐纳

麦里狄斯

màn

曼海姆乐派

慢动作镜头

mánɡ

《盲视与洞见》

máo

毛亨

《毛诗序》

《毛诗正义》

毛泽东美学思想

毛宗岗

茅盾

méi

《没有地址的信》

梅拉赫

梅兰芳

梅列日科夫斯基

梅林

梅洛庞蒂

梅瑞狄斯

梅特林克

梅尧臣

梅耶荷德

《梅耶荷德谈话录》

měi

《美》

美

美本乎天

美本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美丑无定形

美丑相共

美刺

美的创造

美的独创性

美的多层累突创说

美的发现

美的发展性

《美的分析》

美的功能

美的共生说

美的共同性

美的构造论

美的规律

美的既成论

美的客观性

美的理想

《美的历程》

美的内容

美的起源

美的三要素

美的社会性

美的生成论

美的思维方式

美的四因说

美的特征

《美的现实性》

美的相对性

美的享受

《美的相位与艺术》

美的形式

美的形态

美的形体

美的形象性

美的愉悦性

美的哲学

美的主观性

美的主体性

美的自然性

美恶相对

美恶相应

《美感》

美感

美感变易性

美感差异性

美感个体性

美感共同性

美感极致

美感教育

美感阶级性

美感经验

美感两重性

美感强度

美感相对性

美感直观

美国美学学会

《美国意象》

美化

《美妙学说》

美其情

美善同意

美善相乐

美声唱法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美是生活论

《美学》

美学

美学场论

《美学导论》

美学的历史的观点

美学范畴

美学范式

美学范型

美学方法

美学符号

《美学概论》

《美学纲要》

美学观念

《美学和一般艺术学》

《美学基础》

《美学讲话》

《美学讲演录》

《美学理论》

《美学论丛》

《美学批评史》

美学取消主义

《美学三讲》

《美学散步》

美学生理学

《美学史》

《美学述林》

美学思想

《美学探奇》

《美学体系》

《美学问题讨论集》

《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

《美学新论》

美学形式

《美学意识形态》

美学意识形态

《美学与普通艺术学杂志》

《美学与艺术评论》

《美学与意境》

《美学原理》

《美学总论》

美言不信

美有甘，和有乐

美于和

《美与丑》

《美与高》

美与数

《美育》

美育

《美育书简》

美在典型说

美在关系说

美在和谐说

美在价值说

美在生命说

美在实践说

美在物的形象说

美在心说

美在主客体契合说

美在自由说

美者自美

mén

门德尔松

门罗

ménɡ

朦胧感

朦胧美

蒙太奇

蒙特利尔国际美学会议

蒙田

蒙养

mènɡ

孟称舜

孟德斯鸠

《孟子》

孟子

《梦的解析》

《梦溪笔谈》

mí

弥尔顿

迷狂说

迷茫感

mǐ

米芾

米勒，A．

米勒，H.

mián

绵里藏针

miàn

面具

miáo

描写

miào

妙

妙品

妙悟

妙在性情，能在形质

妙造自然

mín

民俗审美文化学

民谣摇滚

民族差异

民族化

民族性

mǐn

闵斯特贝尔格

闽派

敏感

mínɡ

名教本于自然

名教即自然

明清美学

明屠尔诺

miù

缪越陀里

mó

模仿

《模仿论》

模仿说

模进

模拟

模特儿

模型镜头

摩尔

《摩罗诗力说》

魔法说

魔幻现实主义

mò

没骨

陌生化

莫尔

莫卡洛夫斯基

莫里哀

墨分五色

《墨子》

墨子

móu

牟宗三

N

nà

那波利乐派

纳比派

nài

奈格里

nán

南北书派

南北宗

《南词叙录》

《南宗抉秘》

nǎo

瑙曼

nèi

内爆

内化

内景镜头

内美

内模仿说

内倾与外倾

内容美学派

内心独白

内游

内在的尺度

内在感官

nénɡ

能

能痴者而后能情

能品

ní

《尼采》

尼采

尼德兰美术

尼德兰乐派

尼古拉（库萨的）

倪瓒

nǐ

拟陈述

拟人

拟容取心

nì

逆反

逆入平出

溺音

niè

涅多希文

涅槃

nínɡ

狞厉美

凝想形物

niú

《牛津诗歌讲义》

niǔ

纽约写实派

nónɡ

浓与淡

nǚ

女权主义美学

nuò

诺丁汉国际美学会议

O

ōu

欧阳炯

欧阳修

欧阳询

ǒu

偶发艺术

偶然音乐

偶人净琉璃

P

pà

帕克

帕诺夫斯基

帕斯卡

pái

俳谐

排场

pān

潘天寿

潘之恒

pàn

判断力

《判断力批判》

pánɡ

庞德

旁白

páo

庖丁解牛

péi

培根

pèi

佩珀

佩特

《佩文斋书画谱》

配器

配音

pénɡ

朋克摇滚

pī

批判现实主义

《批评的功能》

《批评的解剖》

《批评的要义》

《批评家和美国生活》

《批评意识》

《批评与意识形态》

《批评与真理》

《批评之林》

霹雳舞

pí

皮黄

皮科

皮亚杰

pì

譬喻

piāo

飘逸

pīn

拼贴画法

pín

贫困戏剧

pǐn

品

pínɡ

平淡

平和简静，遒丽天成

平衡

评点派

坪内逍遥

pō

泼墨

pò

破墨

pú

莆田派

蒲柏

pǔ

朴

普多夫金

普莱

普列汉诺夫

普鲁塔克

普洛普

普洛提诺

《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

Q

qī

期待视野

qí

齐白石

齐唱

齐亨

齐默尔曼

齐如山

齐斯

齐奏

祁彪佳

奇

奇味

奇正

qì

气

气格

气骨

气力

气同则会，声比则应

气味

气象

气与言

气韵

气韵生动

气质

qǐ

启蒙运动的美学

起霸

绮丽

qiān

迁想妙得

牵丝

qián

前理解

前意识

钱锺书

潜台词

潜移默化

qiǎn

浅绛

qiānɡ

戗脊

腔调

qiánɡ

《强力意志》

qiǎnɡ

抢背

抢景

qiáo

桥社

qiǎo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巧智

巧拙

qiè

切刀

切分音

切入切出

qīn

钦提奥

qín

《琴道》

《琴赋》

《琴史》

《琴书大全》

qīnɡ

青绿

《青山琴谱》

青阳腔

青主

轻重

倾向

倾向性

清

清唱

清空与质实

清旷

清丽

清奇

清远

清真

清浊

qínɡ

情

《情采》

情采

情感表现

情感抽象

《情感和形式》

情感教育

情感结构

情感维

情感误置说

情感先验

情观

情节

情结

情境

情理

情生诗歌

情味

情意综

情由外感，乐自中出

情与景

情真、味长、气胜

情志

情致

情中景

qiónɡ

穷而后工

qiú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

求知意志

遒劲

qū

屈耳佩

屈原

qú

瞿秋白

qǔ

《曲律》

《曲论》

曲论

《曲品》

曲艺美

曲艺美学

取境

取情去貌

取象

取象形器

取义

qù

趣

趣味

趣味判断

趣味无可争辩

quán

权力

全景镜头

全美

què

雀替

qún

群体意象

R

ráo

饶自然

rè

热奈特

rén

人本身与状态

人本学

人的对象化

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自我创造

人格美

人化的自然

《人间词话》

《人境庐诗草自序》

人籁

《人类的游戏》

《人类理智新论》

人类学美学

《人论》

人民性

人情

人情美

人情物理

《人体比例研究》

人体美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人文关怀

人文精神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

人性美

人乐

仁

仁声

仁义为美

仁之美者在于天

rèn

认识论美学

认同模式

认主意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rì

日本美学史

日神精神

《日知录》

rónɡ

荣格

溶出溶入

熔裁

熔炼性的美

rú

儒家美学

rù

入乎其内

入神

入世

ruǎn

阮籍

阮元

软雕塑

软性电影

ruì

瑞德

瑞恰兹

rùn

润

ruò

若有若无为美

S

sà

萨赛

萨塔拉尼亚

萨特

sài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塞涅卡

塞万提斯

赛义德

sān

《三都赋序》

三木清

三要素说

三一律

三远

三整一律

sǎn

散文气味的时代

散音

sānɡ

桑塔亚那

sè

色彩

色彩美

色调

shā

沙夫

《沙龙》

莎夫茨别利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化

shān

山本正男

《山歌·序》

《山海经》

《山静居画论》

山林者之乐

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

《山水纯全集》

《山水诀》

《山水受笔法记》

shǎn

闪回

shàn

单穆公

shānɡ

《商君书》

商品美学

shànɡ

上海画派

尚法

《尚书》

尚态

尚意

尚韵

shào

邵雍

shé

蛇形线

shě

舍斯托夫

shè

社会美

《社会—文学—阅读》

社会性

社会学美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摄影构图

摄影角度

摄影美

摄影美学

shēn

申克尔

身段

身与事接，境与身接

身与竹化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深田康算

shén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什么是文学》

神

《神话》

神话结构

神话思维

神话素

神会

神境

神理

神秘感

神秘主义

神妙

神品

神气

神思

神似

《神学大全》

神与境合

神与物游

神遇

神韵说

shěn

沈德潜

沈璟

沈括

沈郁

沈约

审丑

审美

审美辩证思维

审美标准

审美表同

审美表现

审美表象

审美差异性

审美抽象思维

审美创新意识

审美创造

审美创造力

审美创造性想象

审美从众

审美错觉

审美的超前显现

审美的象征作用

审美的正题判断

审美低俗趣味

审美动机

审美对象

审美顿悟

审美发散思维

审美发生

审美范畴

审美方法

审美非功利性

审美非自觉性

审美分想

审美感官

审美感觉

审美感受

审美感受力

审美感悟

审美感知

审美高尚趣味

审美个性

审美个性类型

审美功利性

审美关系

审美关系说

审美观

审美观照

审美归属

审美规范观念

审美好奇

审美怀旧

审美幻觉

审美幻想

审美幻象

审美回忆

审美活动

审美激情

审美记忆

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学

审美渐悟

审美鉴赏力

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书简》

《审美教育杂志》

审美经验

《审美经验现象学》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审美聚合思维

审美角色意识

审美客体

审美控制联想

审美理解

审美理解力

审美理想

审美立体思维

审美联想

审美灵感思维

审美内倾型

审美内驱力

审美能动性

审美能力

审美逆反

审美逆向思维

审美判断

审美判断力

审美疲劳

审美平面思维

审美评价

审美期待

审美潜意识

审美情感

审美情感判断

审美情感学

审美情趣

审美情绪叠合

审美情绪交叉

审美情绪类型

审美情绪逻辑

审美情绪强度

审美情绪维度

审美情绪学

审美情绪转换

审美求变

审美求同

审美求新

审美求异

审美趣味

审美趣味差异性

审美趣味个体性

审美趣味共同性

审美趣味民族性

审美趣味时代性

审美热情

《审美人》

审美认识

审美认同

审美社会学

审美生理机制

审美实践

审美守旧

审美受动性

审美顺从

审美思维

审美态度

审美态度说

《审美谈》

审美探究

《审美特性》

审美特性

审美体验

审美通感

审美同构弥散

审美统觉

审美外倾型

审美文化

审美文化学

审美文饰

审美习惯

审美现代性

审美享受

审美想象

审美想象力

审美效应

审美心境

审美心理补偿

审美心理过程

审美心理活动

审美心理结构

审美心理逻辑

审美心理平衡

审美心理失衡

审美心理态势

审美心理形式

审美心理学

审美心理阈限

审美心理张力

审美心理障碍

审美心理中介

审美心灵冲突

审美心灵感应

审美欣赏

审美形态

审美形态学

审美需要

审美选择

审美学

审美移情

审美遗忘

审美意识

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思维

审美意象中介功能

审美意志

审美印象

审美游戏

审美语言

审美再现

审美再造性想象

审美征候

审美知解力

审美知觉

审美直觉

审美主动性

审美主体

审美注意

审美自居

审美自觉性

审美自我表现

审美自我扩张

审美自我失落

审美自我实现

审美自我调节

审美自我意识

审美自由

审美自由联想

审象于净心

shēnɡ

《升庵画品》

《升庵诗话》

升华

生

生产美学

生产性的爱

生产性态度

生成文本

《生的构造》

生活的教科书

生活美

生活美学

《生活与美学》

《生理学美学》

生命冲动

《生命的律动——舞蹈概论》

生命形式

生命意志

生命哲学美学

生气

生气灌注

生态美学

声病说

声部

声调说

声律

声腔

《声无哀乐论》

声无哀乐论

声一无听

声音美

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shènɡ

圣·艾弗诺蒙

圣伯夫

《圣朝名画评》

圣境

圣佩韦

圣王制作说

《圣像学研究》

shī

《尸子》

师旷

师意

诗本无体，天籁自鸣

诗道志，乐咏德

诗的逻辑

《诗的艺术》

诗的张力

诗的真实

《诗筏》

《诗歌语言的革命》

《诗格》

《诗古微》

《诗归序》

诗贵自得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诗话

《诗集传序》

诗教

《诗经》

诗力说

《诗品》

《诗评》

《诗式》

《诗薮》

诗体代降

诗无达诂

诗悟

《诗学》

《诗学的基本概念》

诗学美学

诗言志

诗以趣为主

《诗艺》

诗有三格

诗有三境

诗有五格

诗有造物，悟得其妙

诗与山川，互相为境

《诗与真》

《诗中密旨》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狮子滚球

施莱尔马赫

施勒格尔，A.W.

施勒格尔，F.

施托克豪森

shí

十九世纪西方美学

十七势

什克洛夫斯基

《石林诗话》

石涛

《石涛画语录》

时代精神

时间幻象

时间艺术

时间影像

时序

实

实践观点的美学

实践美学

《实践与反思》

实境

实胜

实体性

实验电影

实验美学

实验戏剧

《实用观点的人类学》

实用主义美学

实在美

实证主义美学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shǐ

史伯

使情成体

shì

世阿弥

世界感

《世界艺术与美学》

《世说新语》

事信言文

事障

势

势与韵

《试论布莱希特》

视点

视角

视界融合

《视觉的形式感》

视觉美

视觉思维

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的含义》

《视觉与构图》

视野

是与异

适

《适音》

《释梦》

shǒu

手眼身法步

手中之竹

首陀罗迦

shòu

瘦硬

shū

《书断》

书法即心法

书法美

书法美学

《书法雅言》

《书后品》

书画贵有奇气

书画异名而同体

《书谱》

《书势法》

《书写语言学》

书学

叔本华

舒茨

疏密

疏野

疏远化劳动

shú

熟参

熟悉的陌生人

熟与生

熟与新

shǔ

属音

shù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数论经》

《数论颂》

数码摄影

数学的崇高

数字摄影

shuǐ

水墨

水下镜头

shùn

顺序

顺应

shuō

说唱乐

《说诗晬语》

《说文解字序》

《说苑》

sī

司空图

司马迁

司汤达

思维定势

思无邪

思想性

思与境偕

斯宾诺莎

斯宾塞

斯达尔夫人

斯大林美学思想

斯多亚学派

斯卡里格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斯特拉文斯基

斯托洛维奇

撕边

sì

四格

四功五法

四击头

《四溟诗话》

四平腔

四始

sōnɡ

松江派

松年

松尾芭蕉

sònɡ

《宋朝名画评》

宋金元美学

宋濂

宋明理学美学

宋诗派

宋诗主理

宋玉

《宋元戏曲史》

sōu

搜尽奇峰打草稿

sū

苏格拉底

苏里奥

苏联现代美学

苏珊·朗格

苏轼

sù

素材

素描

素朴的

素朴美

塑造

suī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suí

《隋书·音乐志》

隋唐五代美学

随类赋采

随物赋形

随物宛转

《随园诗话》

suì

《岁寒堂诗话》

sūn

孙过庭

suǒ

索尔格

索靖

索洛维约夫

T

tā

他律美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

tǎ

塔索

塔塔科维奇

tái

台步

台词

tài

太仓派

《太和正音谱》

《〈太太学堂〉的批评》

《太玄》

态

泰纳

tán

《坛经》

《谈美》

《谈演员》

《谈艺录》

tàn

探索戏剧

tānɡ

汤

汤显祖

汤贻汾

tánɡ

唐君毅

唐诗主情

唐顺之

唐志契

tànɡ

趟马

táo

《桃花扇·小引、凡例》

陶钧文思，疏瀹五藏

tè

特技镜头

特罗菲莫夫

特尼亚诺夫

特瓦尼

特写镜头

特征

特征说

tí

提

提炼

题材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tǐ

体

体裁

体格声调

《体性》

体验派

《体验与诗》

体育美学

tiān

天才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天赋观念

天机

天籁

天籁自鸣

天然

天人合一说

天人之分

天体音乐

天乐

tián

田汉

tiě

铁画银钩

tīnɡ

听觉美

tōnɡ

通变

《通典·乐序》

通俗文艺

通俗音乐

tónɡ

同光体派

同化

同乐

同类相动

同情的象征主义

同情说

同形说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桐城派

童心说

tònɡ

痛感

tōu

偷势

偷意

偷语

tòu

透雕

《透明的社会》

透视

tū

突然荣耀感

tú

图式化外观层

屠隆

tuī

推陈出新

推拉镜头

推理力与想象力

tuí

颓废派

颓废主义

tuō

托多罗夫

托尔斯泰

托马斯·阿奎那

脱窠臼

tuó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W

wǎ

瓦格纳

瓦拉

瓦莱利

瓦伦丁

瓦萨里

瓦莎纳

wài

外观

《外国美学》

《外国文艺思潮》

外景镜头

外枯中膏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外在化

wán

完善说

完形心理学美学

玩物丧志

《顽强的结构》

wǎn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婉约

皖派

wàn

万毫齐力

万取一收

万趣融其神思

万斯洛夫

wānɡ

汪亚尘

wánɡ

王安石

王弼

王昌龄

王朝闻

王充

王尔德

王夫之

王符

王光祈

王国维

王骥德

王闿运

王履

王若虚

王僧虔

王士禛

王世贞

王守仁

王廷相

王通

王微

王维

王羲之

王献之

王逸

王原祁

王灼

wǎnɡ

网络文学

wēi

威廉（奥弗涅的）

威廉（奥卡姆的）

威廉斯

威尼斯国际美学会议

威尼斯派

威尼斯乐派

威胁戏剧

微音程音乐

wéi

韦勒克

为仁者自然而美

唯美派

唯美主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唯物主义美学

唯心主义美学

唯意志论美学

惟陈言之务去

惟能极艳，方能极淡

维戈茨基

维吉尔

维加

维科

维姆塞特

《维氏美学》

维特根斯坦

维特鲁威

维帖洛

维也纳古典乐派

w靑

伟大

《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

《伪狄奥尼修》

委曲

wèi

卫夫人

卫恒

卫铄

为情造文

为人生而艺术

《为诗辩护》

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为世用

为文造情

为艺术而艺术

未定性

《未来的艺术作品》

未来派

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画家宣言》

《未来主义宣言》

味

味外之旨

魏晋南北朝美学

《魏晋胜流画赞》

魏良辅

魏禧

魏源

wēn

温克尔曼

温柔敦厚

wén

文

文本

文本的沉默

文本间性

文笔说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辨》

文采

文杜里

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文赋》

文化美学

文化唯物主义美学

《文镜秘府论》

文人画

《文史通义》

文随世变，代不如前

文体批评

文外之旨

文物昭德

文心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创作论》

《文选》

《文选序》

《文学的幻想》

《文学的艺术作品》

《文学反应动力学》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革命论》

《文学空间》

文学美

文学美学

《文学批评原理》

文学生产方式

《文学生涯》

文学循环发展论

文学原型论

文野之分

文以贯道

文以明道

文以气为主

文以载道

文艺创作心理学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美学

文艺复兴式

文艺鉴赏

文艺鉴赏心理学

文艺接受心理学

《文艺理论译丛》

文艺美学

文艺批评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文艺思潮

《文艺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

文艺学

文益天下

文约事丰，述作尤美

《文则》

文章必得于自然

《文章流别论》

文章自得

文震亨

文质

文质彬彬

《文子》

闻一多

wēnɡ

翁方纲

wò

沃尔夫林

沃尔弗

沃林格

wū

乌普萨拉国际美学会议

乌提兹

巫术说

屋漏痕

wú

无

无伴奏合唱

无调性

无法而法，乃为至法

无概念的必然性

无概念的普遍性

无害曰美

无利害感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无情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无我之境

无形无声

《无言》

无意识

无意识性

无住

吴带曹衣

吴江派

吴可

吴梅

吴门派

吴派

吴沃尧

wǔ

《五灯会元》

五色

五音

伍尔夫

伍举

庑殿

舞蹈表情

舞蹈表演

舞蹈动作

舞蹈构图

《舞蹈和舞剧书信集》

舞蹈节奏

舞蹈美

舞蹈美学

舞蹈审美意象

舞蹈形象

舞蹈意境

《舞赋》

舞剧审美

舞台灯光

舞台美术

wù

物哀

物化

物色

物我两忘

物相杂，故曰文

物一无文

物用有宜

误读

《误读图示》

悟

悟入

X

xī

西方近代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学通史》

《西方艺术批评史》

西昆体

西泠八家

西蒙生

西皮

西秦腔

西塞罗

西周

希尔德布兰德

希尔恩

希尔特

希腊式

希普霍普

锡德尼

《溪山琴况》

嘻哈乐

xí

席勒

席勒式

xǐ

洗练

喜感

喜剧冲突

喜剧性

喜剧性格

xì

戏服

《戏剧的法则》

戏剧风格

戏剧幻觉

《戏剧及其重影》

《戏剧技巧》

戏剧假定性

戏剧美

戏剧美学

戏剧情境

戏剧体裁

《戏剧小工具》

戏剧性

《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戏曲美

戏曲美学

《戏为六绝句》

系统论美学

细读法

细节

xià

夏多布里昂

夏夫兹博里

夏斯勒

夏曾佑

xiān

先锋派

先锋派电影

先锋派音乐

先秦美学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先质后文

纤秾

xián

《闲情偶寄》

xiǎn

显微摄影

显现

显隐

xiàn

现成品艺术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现代美学体系》

现代派

现代派建筑

现代舞

现代性

《现代性的终结》

《现代艺术哲学》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

现量

现实丑

现实美

现实主义

现象学美学

线索

线条

线条透视

线形运动说

xiānɡ

相对美

镶贴音乐

xiǎnɡ

想象

想象的美

想象力

《想象心理学》

xiànɡ

向秀

相色

象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象罔

象形说

象牙之塔

象征

象征派

象征型艺术

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戏剧

xiāo

逍遥游

萧散简远

萧统

萧绎

萧友梅

xiǎo

小剧场运动

《小说的结构》

《小说的艺术》

《小说技巧》

《小说面面观》

《小说社会学》

《小说修辞学》

《小说与重复》

xiào

肖物

《笑》

笑

效果历史

效用说

xiē

歇山

xié

协和律

协和音程

邪音

xiě

写境

《写山水诀》

写生

写实

写实派表演

写实主义

写意

写真

写作的零度

xiè

谢赫

谢林，A.

谢林,F.W.J.

谢榛

xīn

心

心存目想

心敬

《心境记》

心理分析美学

心理距离说

心理型作品

心理学美学

《心理学原理》

心灵美

心平德和

心声二物

心声心画

心师造化

心物感应

心意状态

心印

心与境寂，道随悟深

心造之境

心斋

心正气和，则契于妙

新安派

新柏拉图学派

新德国电影

新感性

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音乐

新黑格尔派美学

新护

新即物主义音乐

新建筑运动

《新科学》

新客观派

新浪潮电影

新浪漫主义

新历史主义美学

《新论》

新媒体艺术

《新美学》

《新民主主义论》

新批评派美学

新人文主义美学

新儒家美学

新实践美学

《新书》

新托马斯主义美学

新维也纳乐派

《新文学史杂志》

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电影

新艺术派建筑

《新音乐的哲学》

《新音乐理论与幻想》

新印象派

新印象主义

新颖感

《新语》

新乐府运动

新造型主义

《新撰髓脑》

新自然主义美学

《新左派评论》

xìn

信息论美学

信言不美

xīnɡ

兴观群怨

兴于诗

xínɡ

行笔

行动派

行头

行为美

行为艺术

形

形不胜心

形而上的慰藉

形而上派

形而上学美学

形而上质

形模

形神

形式冲动

形式感

形式美

形式美学派

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美学

形似与神似

形体感

形体美

形相直觉

形象

形象大于思维

形象化

形象美

形象思维

形象性

xìnɡ

兴

兴会

兴会神到

兴寄

兴趣

兴象

兴象风神

兴与境诣

兴致

性

《性别/文本政治》

性感

性格

性格化表演

性格刻画

性灵说

性情

性情为源

性意识

性欲升华说

xiōnɡ

胸有丘壑

胸中之竹

xiónɡ

雄浑

xiū

休谟

修辞

修辞立其诚

修辞明道

《修辞学》

修辞学阅读理论

修正主义辩证术

羞耻感

xiù

秀丽

秀美

xū

须弥座

虚

虚构

虚构的历史

虚静

虚境

虚拟

虚拟动作

虚实

虚实互藏

虚实相生

虚无感

虚壹而静

虚与实

xú

徐悲鸿

徐大椿

徐复观

徐念慈

徐上瀛

徐渭

徐祯卿

xǔ

许慎

xù

序幕

叙事视角

叙述

叙述时间

叙述体戏剧

叙述学

叙述者

《续画品》

xuān

《宣和画谱》

《宣和书谱》

xuán

悬念

悬山

悬针垂露

旋律

xuǎn

选貌选姿，不如选态

xuàn

眩惑

渲染

xué

学诗妨事

学诗如参禅

《学术的进展》

学院派

学院派建筑

xuě

雪莱

xūn

勋伯格

熏

xún

巡回展览派

《荀子》

荀子

Y

yā

压抑

yǎ

雅

雅典国际美学会议

《雅典女神神殿》

雅各布森

雅里

雅俗

雅俗并陈，意调双美

雅乐

雅正

yà

亚里士多德

亚历山大

yán

延时镜头

严复

严肃剧

严肃文艺

严羽

言不尽意

言有尽而意无穷

言语中心主义

言志说

言志为本，咏物为工

岩崎昶

颜筋柳骨

颜延之

颜真卿

颜之推

yǎn

《眼与心》

眼照

眼中之竹

演员的矛盾

《演员奇谈》

《演员自我修养》

yàn

厌恶感

晏婴

《晏子春秋》

燕卜荪

yánɡ

扬雄

扬州八怪

羊人为美

阳刚阴柔

阳刚之美

阳湖派

阳文

杨炯

杨慎

杨万里

杨维桢

杨雄

杨荫浏

yǎnɡ

仰摄镜头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yànɡ

样式

yáo

尧斯

姚鼐

姚斯

姚最

摇摆爵士

摇荡性情

摇滚乐

摇摄镜头

yào

乐山乐水

yē

耶鲁批评派

yě

野兽派

野兽主义

yè

叶果罗夫

叶梦得

叶适

叶燮

叶昼

yī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般世界情况和情境

一般艺术学

一波三折

一步成像摄影

一画

一家风味

一师心匠

伊壁鸠鲁学派

伊格尔顿

伊瑟尔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依存美

依据症候阅读

依类象形

依仁游艺

yí

仪表美

《仪礼》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宜俗宜真

移调

移动摄影镜头

移风易俗

移情

移情说

移情作用

yǐ

以禅喻诗

以大观小

以筏喻诗

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以哭为歌

以理为主，理得辞顺

《以美育代宗教说》

以人为本美学观

以天地为师

以天合天

以文运事

以我观物

以物观物

以小观大

以形写神

以意逆志

以意为主

以乐正内

yì

义法

《艺概》

《艺境》

《艺术》

艺术丑

艺术传统

艺术创作心理学

《艺术存在论》

《艺术的本质》

《艺术的涵义》

《艺术的起源》

《艺术的社会根源》

艺术的文化形式

《艺术的意味》

艺术发生

艺术风格

艺术功能

艺术观照

艺术规律

《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

《艺术即经验》

艺术技巧

艺术价值

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作用

艺术理想

《艺术论》

艺术美

艺术美学

艺术模仿

艺术起源

艺术趣味

艺术认识作用

《艺术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

艺术审美作用

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论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艺术生产主体

《艺术史》

艺术史

《艺术史的基本概念》

《艺术史的哲学》

艺术世界

《艺术视觉与艺术听觉的心理分析》

艺术手法

艺术授予说

艺术思维

艺术素养

艺术天才

艺术通感

《艺术问题》

艺术习俗论

《艺术心理学》

艺术心理学

艺术形式

艺术性

艺术学

艺术意象

艺术意志

艺术娱乐作用

《艺术与共处》

《艺术与幻觉》

《艺术与经院哲学》

《艺术与社会生活》

《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

《艺术与视知觉》

《艺术语言》

《艺术原理》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大纲》

艺术真实

艺术知觉

艺术直观

《艺术中的精神》

《艺术中的理性》

艺术主体论

《艺术作品的本源》

《艺苑卮言》

《艺舟双楫》

议论入诗，自成背戾

异化劳动

《易传》

《益州名画录》

逸

逸品

逸气

《逸周书》

意

意兼于法

意匠

意境

意境美

意内言外

意趣

意趣神色

意识流派

意识形态生产

意随笔生

《意图的模式》

意图谬见

意向性客体

意象

意象派

意新语工

意义三角形

意义与意思

意蕴

意蕴美

意在笔先

意在言外

yīn

因革

因情成梦，因梦

因文生事

因物成悟

阴柔之美

阴文

阴阳合德

阴阳五行说

音程

音调

音响效果

音型

《音乐的情感与意义》

音乐剧

音乐美

《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音乐美学问题》

《音乐美学问题概论》

《音乐美学新稿》

《音乐社会学导论》

《音乐诗学六讲》

《音乐提要》

《音乐现象学片断》

《音乐语言》

《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

殷璠

yín

吟揉

吟咏情性

银钩虿尾

银幕造型

淫乐

yǐn

《饮冰室诗话》

隐含的读者

隐秘的上帝

隐秀

隐喻

yìn

印度古代美学

印象派

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音乐

yīnɡ

应劭

英伽登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

英国美学学会

《英国美学杂志》

《英国文学史》

英国自由电影

英美女权主义美学

英雄时代

yǐnɡ

影调

影调透视

影响的焦虑

yìnɡ

应目会心

应物象形

应用

硬山

yōnɡ

庸俗社会学美学

yǒnɡ

永恒正义的胜利

永字八法

yònɡ

用笔

《用笔法》

用光

用晦

yōu

优美

优美感

《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

优美与壮美

优雅

优游不迫

幽默

幽邃

幽玄

yóu

游

游戏

游戏冲动

游戏练习说

游戏说

游移视点

yǒu

有机建筑

有机形式

有我之境

有无

有限与无限

有意味的形式

yú

余上沅

余蕴

《渔洋诗话》

腴枯

虞山派

虞世南

yǔ

《与爱克曼谈话录》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与李生论诗书》

《与杨德祖书》

雨果（圣维克多的）

雨果

语贵含蓄

语境

语俊意长，俗雅俱备

《语例字格》

《语言的牢笼》

《语言的艺术作品》

语言美

《语言与神话》

语言与言语

语义方阵

语义潜能

语义学美学

yù

预定和谐

寓教于乐

yuán

元好问

元气说

园林美

园林美学

《园冶》

袁宏道

袁枚

袁中道

《原诗》

《原始文化研究》

《原始艺术美学》

原始意象

原文字

《原戏》

原型

原型批评美学

圆

圆场

圆雕

圆美

圆相

圆形人物

缘情绮靡

缘情说

缘情体物，自有天然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yuǎn

远

远景镜头

《远山堂剧品》

《远山堂曲品》

yuàn

怨而不怒

yuē

约翰逊

yuè

乐

乐从和

乐段

《乐府传声》

乐和民声

《乐记》

乐教

乐句

《乐律全书》

《乐论》

《乐书》

乐通伦理

乐同礼异

乐以安德

乐以风德

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

乐以象德

乐以治心

乐由天作

乐者德之风

乐者天地之和

《阅读的寓言》

阅读现象学

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诺尔兹

yún

云手

yùn

运动感

运动影像

运腕

恽寿平

韵

韵白

韵律美

韵外之致

韵味说

《韵语阳秋》

蕴藉风流

Z

zài

在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zǎn

攒尖

zānɡ

臧懋循

záo

凿印

zǎo

藻

zào

造境

造型美

《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

噪音

zēnɡ

曾国藩

zhān

詹姆斯

詹姆逊

zhàn

《战国策》

zhānɡ

张大千

张岱

张庚

张衡

张怀瓘

张惠言

张戒

张力

张旭

张炎

张彦远

张载

张璪

张芝

张竹坡

章炳麟

章法

章学诚

zhào

召唤结构

赵孟頫

赵壹

赵执信

照壁

照片剪裁

照相现实主义

zhé

折钗股

折枝

折中主义建筑

折中主义解释学美学

折中主义美学

哲理性

《哲学词典》

哲学美学

《哲学新解》

zhè

“这一个”

浙派

zhēn

真

真幻

真假参半，多虚少实

《真理与方法》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真美

真趣

真宰

《箴言与回忆》

zhèn

振奋性的美

震音

zhěnɡ

整容定气

整体感

整体美

整一律

整一性

zhènɡ

正

正变盛衰

正声

郑樵

郑燮

郑玄

政象乐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政治无意识》

zhī

知白守黑

知人论世

知识考古学

知音

脂砚斋

zhí

执笔法

直观性

直觉即表现

直觉主义美学

直摅胸臆

直寻

植田寿藏

zhǐ

指触

zhì

至高对象

至乐无乐

至美至乐

至上主义

至味

志通金石

制礼作乐

质

质感

质文两备

治物之器

挚虞

致虚极，守静笃

致中和

智永

智者学派

zhōnɡ

中

中的为工

中锋

中国当代美学

中国道教美学

中国佛教美学

中国近代美学

《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史》

《中国美学思想史》

《中国人民的戏剧》

中国现代美学

《中国艺术精神》

中和

中和为美

中华美育会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中江兆民

中井正一

中景镜头

《中论》

中世纪美学

中州韵

钟嵘

钟嗣成

钟惺

钟繇

zhònɡ

仲长统

重金属摇滚

重音

zhōu

州鸠

周德清

周敦颐

周济

《周礼》

周亮工

周扬

周紫芝

周作人

zhū

朱长文

朱光潜

朱景玄

朱权

朱熹

朱彝尊

《朱子语类》

诸天音乐

zhú

竹内敏雄

《竹谱》

逐格镜头

zhǔ

主次

主导动机

主观镜头

主观说

主客二元对立论美学

主客观统一说

主情主义

主题

主题歌

主体间性

主体论美学

主体性

主文谲谏

主旋律

主要特征

主音

zhù

助奏

祝允明

著手成春

铸鼎象物

铸印

zhuān

专题照片

zhuǎn

转调

转益多师

zhuàn

篆法

《篆势》

zhuānɡ

《庄子》

庄子

装潢美

装饰性

装饰艺术派建筑

装饰音

装置艺术

zhuànɡ

壮美

状难写之景

zhuō

拙

卓人月

zhuó

酌奇玩华

zī

姿

姿态

资任

滋味

zǐ

子产

梓庆为[image: ]


zì

自报家门

自卑

自惭

自恋

自律美学

自然

《自然辩证法》

自然的人化

自然美

自然之和

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美学

自上而下

自省

自我

自我保全与相互交往

自我价值感

自我与非我

自下而上

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

自由的形式

自由美

自由游戏

zōnɡ

宗白华

宗炳

综合美

踪迹

zǒnɡ

总体戏剧

zǒu

走边

《走向科学的美学》

zòu

奏鸣曲式

zǔ

祖尔策尔

zūn

尊情

尊史

尊受

zuǒ

左拉

左思

《左传》

zuò

《作词十法》

作家电影

《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

《作为艺术要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作文必要悟入处

作文害道

作者意识形态

坐忘



词目笔画索引

一画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师心匠

一步成像摄影

一画

一波三折

一般艺术学

一般世界情况和情境

一家风味

二画

［一］

《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

《二十四诗品》

二元对立

二黄

十七势

十九世纪西方美学

丁西林

［丿］

八音克谐

人化的自然

人文关怀

人文精神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

人本身与状态

人本学

人乐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人民性

《人论》

《人体比例研究》

人体美

《人间词话》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对象化

人的自我创造

人的全面发展

人性美

《人类的游戏》

人类学美学

《人类理智新论》

人格美

人情

人情物理

人情美

《人境庐诗草自序》

人籁

入世

入乎其内

入神

《儿童心理学》

九鬼周造

九美

《九章集》

［乛］

了法

刀法

力

力比多

力的结构

力学的崇高

力度

三画

［一］

三一律

三木清

三远

三要素说

《三都赋序》

三整一律

工夫在诗外

工艺美

工艺美学

工具理性

工笔

才法

才思格调

才胆识力

大

大巧之朴

大巧若拙

大西克礼

大众化

大众文艺

大村西崖

《大还阁琴谱》

《大希庇阿斯篇》

大陆理性主义美学

大阿尔伯特

大和绘

大音希声

大美

大象无形

大雅与当行参间

大塚保治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与李生论诗书》

《与杨德祖书》

《与爱克曼谈话录》

万取一收

万毫齐力

万斯洛夫

万趣融其神思

［丨］

上海画派

《小说与重复》

《小说技巧》

《小说社会学》

《小说的艺术》

《小说的结构》

《小说面面观》

《小说修辞学》

小剧场运动

《山水诀》

《山水纯全集》

《山水受笔法记》

山本正男

山林者之乐

《山海经》

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

《山静居画论》

《山歌·序》

［丿］

个别意象

个性

个性化

凡人情为可悦

凡蒂莫

［丶］

《广川画跋》

《广艺舟双楫》

门罗

门德尔松

义法

［乛］

《尸子》

子产

卫夫人

卫恒

卫铄

女权主义美学

飞天

飞动之美

飞檐

马戈利斯

马尔库塞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马克思美学思想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马里内蒂

马利坦

马佐尼

马舍雷

马斯洛

马蒂斯

马歇尔

马端临

马德里国际美学会议

四画

［一］

丰子恺

王士禛

王夫之

王世贞

王尔德

王光祈

王廷相

王充

王守仁

王安石

王灼

王若虚

王国维

王昌龄

王闿运

王原祁

王通

王符

王逸

王维

王朝闻

王弼

王献之

王微

王僧虔

王履

王羲之

王骥德

开瑞特

天人之分

天人合一说

天才

天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天机

天体音乐

天赋观念

天然

天籁

天籁自鸣

元气说

元好问

无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无形无声

无我之境

无利害感

无住

无伴奏合唱

《无言》

无法而法，乃为至法

无害曰美

无调性

无情

无概念的必然性

无概念的普遍性

无意识

无意识性

韦勒克

云手

专题照片

《艺术》

《艺术与幻觉》

《艺术与共处》

《艺术与社会生活》

《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

《艺术与视知觉》

《艺术与经院哲学》

艺术习俗论

艺术天才

《艺术中的理性》

《艺术中的精神》

艺术手法

艺术风格

艺术认识作用

《艺术心理学》

艺术心理学

艺术丑

艺术功能

艺术世界

艺术史

《艺术史》

《艺术史的哲学》

《艺术史的基本概念》

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艺术生产主体

艺术生产论

艺术主体论

艺术发生

《艺术存在论》

艺术传统

艺术价值

艺术创作心理学

《艺术问题》

《艺术论》

艺术观照

艺术形式

艺术技巧

《艺术作品的本源》

《艺术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

《艺术即经验》

艺术规律

艺术直观

艺术知觉

《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

艺术的文化形式

《艺术的本质》

《艺术的社会根源》

《艺术的起源》

《艺术的涵义》

《艺术的意味》

艺术性

艺术学

艺术审美作用

《艺术视觉与艺术听觉的心理分析》

艺术思维

艺术美

艺术美学

《艺术语言》

艺术素养

艺术起源

《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大纲》

艺术真实

《艺术原理》

艺术娱乐作用

艺术通感

艺术理想

艺术授予说

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作用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艺术意志

艺术意象

艺术模仿

艺术趣味

《艺舟双楫》

《艺苑卮言》

《艺概》

《艺境》

五色

《五灯会元》

五音

不以辞害志

不平则鸣

不协和音程

不似之似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

不求形似

不役耳目

不即不离

不难为繁，难于用减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不虚美，不隐恶

不确定点

不确定音乐

《〈太太学堂〉的批评》

太仓派

《太玄》

《太和正音谱》

《历代名画记》

车尔尼雪夫斯基

《巨鲸》

戈德曼，N.

戈德曼，L.

比

比尔兹利

比例

比波普

《比较文学杂志》

比较美学

比梅尔

比喻

切入切出

切刀

切分音

瓦伦丁

瓦拉

瓦莱利

瓦莎纳

瓦格纳

瓦萨里

［丨］

日本美学史

《日知录》

日神精神

中

中井正一

中世纪美学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中华美育会

中州韵

中江兆民

《中论》

《中国人民的戏剧》

《中国艺术精神》

中国当代美学

中国佛教美学

中国近代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

《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史》

《中国美学思想史》

中国道教美学

中和

中和为美

中的为工

中景镜头

中锋

贝尔，C.

贝尔纳（克莱沃的）

冈仓天心

内化

内心独白

内在的尺度

内在感官

内美

内倾与外倾

内容美学派

内景镜头

内游

内模仿说

内爆

水下镜头

水墨

见田石介

见素抱朴

［丿］

《牛津诗歌讲义》

手中之竹

手眼身法步

气

气力

气与言

气同则会，声比则应

气味

气质

气骨

气格

气象

气韵

气韵生动

毛亨

毛泽东美学思想

毛宗岗

《毛诗正义》

《毛诗序》

升华

《升庵画品》

《升庵诗话》

《长生殿·例言》

长安画派

《长物志》

长锤

长镜头

仁

仁义为美

仁之美者在于天

仁声

《什么是文学》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什克洛夫斯基

化工与画工

化出化入

化妆

化性而起伪

化境

化腐臭为神奇

反艺术

反讽

反串

反思

反思判断力

反虚构

反馈

介入说

《介存斋论词杂著》

今道友信

分朱布白

分行布白

分析美学

分享说

分解和弦

公式化

公共艺术

《公羊传》

公安派

风

风力

风化

风的美学

风骨

风神

风格主义美学

风格派

风教

风骚

风韵

丹托

丹纳

乌提兹

乌普萨拉国际美学会议

［丶］

《六一诗话》

六义

《六艺论》

六长

六观

六法

六要

文

文人画

《文子》

《文艺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

文艺创作心理学

文艺批评

文艺学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文艺思潮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式

文艺复兴时期美学

文艺美学

《文艺理论译丛》

文艺接受心理学

文艺鉴赏

文艺鉴赏心理学

文化美学

文化唯物主义美学

文心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创作论》

文以气为主

文以明道

文以贯道

文以载道

文本

文本间性

文本的沉默

《文史通义》

文外之旨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则》

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文约事丰，述作尤美

文杜里

文体批评

文物昭德

文质

文质彬彬

文采

《文学反应动力学》

文学生产方式

《文学生涯》

《文学批评原理》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的艺术作品》

《文学的幻想》

《文学空间》

《文学革命论》

文学美

文学美学

文学原型论

文学循环发展论

《文选》

《文选序》

文笔说

文益天下

文野之分

文章必得于自然

文章自得

《文章流别论》

文随世变，代不如前

《文赋》

文震亨

《文镜秘府论》

《文辨》

方东美

方回

方苞

方法派表演

方圆

方笔圆笔

方薰

为人生而艺术

为艺术而艺术

为仁者自然而美

为文造情

为世用

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为诗辩护》

为情造文

斗拱

计白当黑

计成

认主意

认同模式

认识论美学

心

心与境寂，道随悟深

心正气和，则契于妙

心平德和

心印

心存目想

心师造化

心声二物

心声心画

心灵美

心物感应

心造之境

心斋

心理分析美学

心理学美学

《心理学原理》

心理型作品

心理距离说

心敬

心意状态

《心境记》

［乛］

尺度

《尺牍新钞》

丑

丑化

丑的美学

丑恶

丑感

巴比松派

巴尔扎克

巴托

巴希

巴拉兹

巴洛克式

巴特

巴赫金

巴黎国际美学会议

巴黎派

巴赞

孔子

孔尚任

孔颖达

孔德

以人为本美学观

以大观小

以小观大

以天地为师

以天合天

以文运事

以乐正内

以形写神

以我观物

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以物观物

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以美育代宗教说》

以哭为歌

以理为主，理得辞顺

以筏喻诗

以禅喻诗

以意为主

以意逆志

邓小平美学思想

邓以蛰

《邓肯论舞蹈艺术》

邓斯·司各脱

邓椿

《书写语言学》

《书后品》

《书势法》

书画异名而同体

书画贵有奇气

书法即心法

书法美

书法美学

《书法雅言》

书学

《书断》

《书谱》

幻

幻觉型作品

幻想

幻想力

《幻想与现实》

五画

［一］

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画家宣言》

《未来主义宣言》

《未来的艺术作品》

未来派

未定性

打出手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巧拙

巧智

正

正声

正变盛衰

功成作乐

功能主义建筑

世阿弥

《世界艺术与美学》

世界感

《世说新语》

艾布拉姆斯

艾尔雅维茨

艾伦

艾亨鲍姆

艾耶尔

艾略特

古

古今之争

《古代艺术史》

《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

《古代造型艺术史》

《古乐》

古希腊罗马美学

《古画品录》

《古事记》

《古典艺术》

古典主义

古典式

古典的

古典型艺术

古典柱式

古典复兴建筑

古典音乐

《古诗评选》

古雅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古雷加

节奏

节奏与布鲁斯

节奏美

节奏蓝调

节奏感

本文

本色

本色表演

本我

本体论美学

本原美

本能

本能说

本雅明

可写的

可读的

《左传》

左拉

左思

厉与西施，道通为一

《石林诗话》

石涛

《石涛画语录》

布瓦洛

布尔加柯夫

布尔迪厄

布加勒斯特国际美学会议

布列东

布列兹

布克哈特

布局

布拉格学派

布拉德雷

布罗夫

布洛

布洛克

布洛赫

布莱

布莱希特

布景

布鲁克

布鲁克斯

布鲁姆

布置

龙萨

平和简静，遒丽天成

平淡

平衡

东方美学

《东西乐制之研究》

东京国际美学会议

［丨］

卡冈

卡西勒

卡姆斯

卡莱尔

卡勒

卡塔西斯

卡斯特尔维屈罗

卢布尔雅那国际美学会议

卢卡奇

卢那察尔斯基

卢克莱修

卢梭

卢森克兰茨

归有光

《归结为一个统一原则的美的艺术》

叶果罗夫

叶适

叶昼

叶梦得

叶燮

申克尔

电视美

电视美学

电影手册派

《电影的本性》

电影录音

《电影是什么》

电影思维

电影音乐

电影美

电影美工

电影美学

《电影美学》

《电影语言》

《电影语言》

电影眼睛派

电影照明

电影意识形态

田汉

史伯

叱咤风云的无产者

叫头

四击头

四功五法

四平腔

四始

四格

《四溟诗话》

［丿］

生

生气

生气灌注

生成文本

生产性态度

生产性的爱

生产美学

生态美学

《生的构造》

生命冲动

生命形式

《生命的律动——舞蹈概论》

生命哲学美学

生命意志

《生活与美学》

生活的教科书

生活美

生活美学

《生理学美学》

代替说

《仪礼》

仪表美

白日梦

白文

《白石道人诗说》

白画

《白雨斋词话》

《白虎通德论》

白居易

白描

白壁德

他律美学

瓜里尼

用光

用笔

《用笔法》

用晦

印度古代美学

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音乐

印象派

乐

乐山乐水

乐从和

乐以风德

乐以安德

乐以治心

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

乐以象德

《乐书》

乐节礼乐

乐由天作

乐句

《乐记》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乐同礼异

《乐论》

乐者天地之和

乐者德之风

乐和民声

《乐府传声》

乐段

《乐律全书》

乐通伦理

乐教

犯避

外在化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外观

《外国文艺思潮》

《外国美学》

外枯中膏

外景镜头

包世臣

包豪斯

［丶］

主文谲谏

主次

主导动机

主观说

主观镜头

主体论美学

主体间性

主体性

主要特征

主音

主客二元对立论美学

主客观统一说

主旋律

主情主义

主题

主题歌

立于礼

立方主义

立乐之方

立主脑

立体主义

立体派

立体摄影

立体感

立象以尽意

立意

冯友兰

冯班

冯梦龙

闪回

兰色姆

兰克

《汉书·艺文志》

汉斯立克

《汉堡剧评》

《写山水诀》

写生

写作的零度

写实

写实主义

写实派表演

写真

写意

写境

礼乐

礼乐相成

《礼记》

《礼论》

议论入诗，自成背戾

永字八法

永恒正义的胜利

［乛］

司马迁

司汤达

司空图

尼古拉（库萨的）

《尼采》

尼采

尼德兰乐派

尼德兰美术

民俗审美文化学

民族化

民族性

民族差异

民谣摇滚

弗里契

弗罗姆

弗洛伊德

弗洛连斯基

弗莱，N．

弗莱，R.

《弗莱论文化与文学》

弗雷泽

出入

出乎其外

召唤结构

加官

加拿大美学学会

皮亚杰

皮科

皮黄

边款

《发生认识论原理》

发生学美学

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发愤以抒情

发愤说

圣王制作说

圣·艾弗诺蒙

圣伯夫

圣佩韦

《圣朝名画评》

《圣像学研究》

圣境

对比

对比色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对白

对位

对话

对话理论

对称

对象化

对等

台步

台词

六画

［一］

动

动力定型

动中之静，静中之动

动机

动观

动吾天机

动态动作

动态美

动态雕塑

《动物的游戏》

动感

动静

动漫艺术

吉尔伯特

吉尔松

《考工记》

考夫卡

考德威尔

托马斯·阿奎那

托尔斯泰

托多罗夫

《老子》

老子

《老残游记自序》

执笔法

地景艺术

地籁

场面

扬州八怪

扬雄

共鸣

共通感

亚历山大

亚里士多德

朴

机械复制主义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机趣

权力

过剩精力发泄说

协和律

协和音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西方艺术批评史》

西方近代美学

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学通史》

西皮

西昆体

西周

西泠八家

西秦腔

西蒙生

西塞罗

压抑

厌恶感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在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有无

有机形式

有机建筑

有我之境

有限与无限

有意味的形式

存在主义美学

夸张

《夸饰》

夸饰

夺胎换骨

达尔文

达尔豪斯

达达主义

达达派

《达庄论》

达·芬奇

《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

达姆施塔特国际美学会议

达维多夫

列宁美学思想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昂吉耶夫

列维斯特劳斯

列斐伏尔

成于乐

成公绥

成竹于胸

邪音

尧斯

划出划入

迈尔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学派

至上主义

至乐无乐

至味

至美至乐

至高对象

［丨］

师旷

师意

光晕

光效应艺术

《当代美学问题》

曲艺美

曲艺美学

《曲论》

曲论

《曲品》

《曲律》

吕天成

《吕氏春秋》

吕本中

吕荧

吕澂

吕骥

同化

同乐

同光体派

同形说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同类相动

同情的象征主义

同情说

吊毛

因文生事

因物成悟

因革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岁寒堂诗话》

《回忆录》

回忆说

回音壁

回旋曲式

网络文学

［丿］

《朱子语类》

朱长文

朱权

朱光潜

朱景玄

朱熹

朱彝尊

先质后文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

先秦美学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先锋派

先锋派电影

先锋派音乐

丢勒

竹内敏雄

《竹谱》

迁想妙得

伟大

《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

《传习录》

传神

传移模写

休谟

伍尔夫

伍举

伏尔泰

伏尔盖特

伏兰亭

伏笔

优美

优美与壮美

优美感

《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

优雅

优游不迫

延时镜头

仲长统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价值论美学

伦理实体性

《华山图序》

华伦亭

《华严金师子章》

华亭派

华琳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仰摄镜头

《伪狄奥尼修》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自由的形式

自由美

自由游戏

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

自报家门

自我

自我与非我

自我价值感

自我保全与相互交往

自卑

自省

自律美学

自恋

自惭

自然

自然之和

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美学

自然的人化

自然美

《自然辩证法》

伊格尔顿

伊瑟尔

伊壁鸠鲁学派

向秀

后分析美学

后印象主义

后印象派

后现代艺术

《后现代状况》

后现代性

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精神分析美学

后实践美学

后美学

后结构主义美学

行为艺术

行为美

行头

行动派

行笔

全美

全景镜头

《会饮篇》

合乎会通，以济其美

合式

合成镜头

合法的偏见

合奏

合唱

《创化论》

《创作中的表现主义》

创作过程

创造论美学

肌理说

名教本于自然

名教即自然

各以所禀，自为佳好

多伊奇

多次曝光

多层次构成

多画面

多样统一

色调

色彩

色彩美

［丶］

壮美

冲刀

冲突

冲淡

《庄子》

庄子

刘大櫆

《刘子》

《刘子新论》

刘向

刘安

刘克庄

刘劭

刘易斯

刘知幾

刘禹锡

刘海粟

刘歆

刘熙载

刘勰

齐白石

齐如山

齐亨

齐奏

齐唱

齐斯

齐默尔曼

交往合理化美学

交换价值形态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充实之谓美

羊人为美

《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

《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

《关于美》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关目

米芾

米勒，A．

米勒，H.

州鸠

江西诗派

汤

汤显祖

汤贻汾

忏悔

《忏悔录》

兴

兴于诗

兴与境诣

兴会

兴会神到

兴观群怨

兴致

兴象

兴象风神

兴寄

兴趣

安卡拉国际美学会议

安格尔

《讲座美学》

军械库展览

祁彪佳

许慎

《论人性》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论无产阶级文化》

《论文字学》

《论文学》

《论方法》

《论史诗》

《论自然》

《论戏剧艺术》

论坛戏剧

《论词》

《论画》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论法规》

《论学术的价值和发展》

《论审美趣味的标准》

《论诗三十首》

《论诗艺》

《论科学与艺术》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

《论音乐》

《论音乐的美》

《论音乐的特殊性》

《论美》

《论语》

《论绘画》

《论素朴诗和感伤诗》

《论特征》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论浪漫派》

《论崇高》

《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

《论解构》

《论衡》

讽刺

讽喻

［乛］

那波利乐派

尽美尽善

异化劳动

阮元

阮籍

孙过庭

阳文

阳刚之美

阳刚阴柔

阳湖派

阴文

阴阳五行说

阴阳合德

阴柔之美

奸声

《她们自己的文学》

《戏为六绝句》

戏曲美

戏曲美学

戏服

《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戏剧小工具》

《戏剧及其重影》

戏剧风格

戏剧幻觉

《戏剧技巧》

戏剧体裁

《戏剧的法则》

戏剧性

戏剧美

戏剧美学

戏剧假定性

戏剧情境

观

观文以知情

观画畅神

观物取象

观念的联想

观审

观音

观照

牟宗三

买椟还珠

红外线摄影

《红楼梦评论》

纤秾

约翰逊

纪实

巡回展览派

七画

［一］

麦克唐纳

麦里狄斯

麦茨

形

形不胜心

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美学

形式冲动

形式美

形式美学派

形式感

形而上的慰藉

形而上质

形而上学美学

形而上派

形似与神似

形体美

形体感

形相直觉

形神

形象

形象大于思维

形象化

形象性

形象思维

形象美

形模

远

《远山堂曲品》

《远山堂剧品》

远景镜头

运动感

运动影像

运腕

《坛经》

技巧

技术美

《技术美学》

技术美学

批判现实主义

《批评与真理》

《批评与意识形态》

《批评之林》

《批评的功能》

《批评的要义》

《批评的解剖》

《批评家和美国生活》

《批评意识》

走边

《走向科学的美学》

贡布里希

赤子之心

折中主义建筑

折中主义美学

折中主义解释学美学

折枝

折钗股

抢背

抢景

均衡

志通金石

声一无听

《声无哀乐论》

声无哀乐论

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声律

声音美

声病说

声部

声调说

声腔

《报任安书》

拟人

拟陈述

拟容取心

芙蓉出水

《花部农谭》

《芥舟学画编》

苍润

严羽

严肃文艺

严肃剧

严复

劳动说

克列姆辽夫

《〈克伦威尔〉序言》

克里斯蒂娃

克拉考尔

克罗齐

克莱奇玛尔

克雷

苏里奥

苏珊·朗格

苏格拉底

苏轼

苏联现代美学

杜布罗夫尼克国际美学会议

杜弗莱纳

杜甫

杜牧

杜勃罗留波夫

杜威

杜博斯

巫术说

极乐

极度色

李大钊

李开先

李日华

李世民

李东阳

李白

李阳冰

李泽厚

李衎

李贽

李格尔

李邕

李梦阳

李清照

李渔

李斯托威尔

李嗣真

李德裕

杨万里

杨荫浏

杨炯

杨维桢

杨雄

杨慎

求知意志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

两汉美学

两重生活

丽

丽萨

否定性

连音

［丨］

步法

肖物

时代精神

时序

时间艺术

时间幻象

时间影像

吴门派

吴可

吴江派

吴沃尧

吴带曹衣

吴派

吴梅

助奏

里夫希茨

里比多

里仁为美

里约热内卢国际美学会议

里普斯

里德

《园冶》

园林美

园林美学

旷

旷达

听觉美

吟咏情性

吟揉

吹腔

别材

别林斯基

别眼

别裁伪体

别趣

［丿］

乱弹

利科

《利维坦》

利奥塔

秀丽

秀美

体

体育美学

《体性》

体格声调

《体验与诗》

体验派

体裁

何良俊

何绍基

何晏

但丁

但明伦

作文必要悟入处

作文害道

《作为艺术要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

《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作词十法》

作者意识形态

作家电影

伯明翰学派

伯鲁涅列斯基

低调照片

伴奏

身与竹化

身与事接，境与身接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身段

佛兰德斯乐派

佛兰德斯美术

佛罗伦萨派

佛性

伽达默尔

伽茨

《近代画家》

《近代美学史评述》

近距摄影

近景镜头

返归自然

余上沅

余蕴

希尔恩

希尔特

希尔德布兰德

希腊式

希普霍普

坐忘

谷鲁司

含蓄

狂

狂欢

狂言

狄尔泰

狄葆贤

狄奥尼索斯精神

狄德罗

角色模式

《饮冰室诗话》

系统论美学

［丶］

言不尽意

言有尽而意无穷

言志为本，咏物为工

言志说

言语中心主义

状难写之景

况周颐

庑殿

库尔贝

库尔特

库克，D.

库克，Th. A.

库辛

库恩

应目会心

应用

应劭

应物象形

“这一个”

冷暖色

冷爵士

序幕

《闲情偶寄》

间离效果

闵斯特贝尔格

判断力

《判断力批判》

汪亚尘

沙夫

《沙龙》

沃尔夫林

沃尔弗

沃林格

泛美学化

《沧浪诗话》

《没有地址的信》

没骨

沈约

沈郁

沈括

沈德潜

沈璟

沉郁顿挫

沉著痛快

沉潜反复嗟叹

怀素

怀疑

怀疑学派

快乐

快乐论美学

快动作镜头

快感

快感增量

完形心理学美学

完善说

《宋元戏曲史》

宋玉

宋明理学美学

宋金元美学

宋诗主理

宋诗派

《宋朝名画评》

宋濂

穷而后工

良知

启蒙运动的美学

评点派

《社会—文学—阅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性

社会学美学

社会美

词心

词以自然为宗

词话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

词理意兴

《词谑》

《词源》

［乛］

君子比德

君形

灵魂乐

灵魂美

灵感

灵感说

灵歌

即兴

即兴表演

即景会心

张力

张大千

张芝

张竹坡

张旭

张戒

张怀瓘

张岱

张庚

张炎

张彦远

张载

张惠言

张衡

张璪

陆九渊

陆机

陆游

阿尔贝蒂

阿尔托

阿尔克温

阿尔都塞

阿伦特

阿多诺

阿披亚

阿波罗精神

阿姆斯特丹国际美学会议

《阿烈奥帕吉特文集》

阿恩海姆

阿特亚加

阿斯穆斯

陈子昂

陈旧感

陈师道

陈廷焯

陈独秀

陈亮

陈继儒

陈望道

陈寅恪

陈维崧

陈善

陈熟与生新

附庸美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妙

妙在性情，能在形质

妙品

妙造自然

妙悟

邵雍

劲健

纯电影

纯意向性对象

纯粹主体

纯粹美

纯粹客体

纲要图式

纳比派

纽约写实派

八画

［一］

玩物丧志

环境艺术

环境戏剧

环境的人化

环境美

环境美学

《青山琴谱》

青主

青阳腔

青绿

《现代艺术哲学》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现代性

《现代性的终结》

《现代美学体系》

现代派

现代派建筑

现代舞

现成品艺术

现实丑

现实主义

现实美

现象学美学

现量

表现手法

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戏剧

表现主义美学

表现派

表现说

表演

规则

坪内逍遥

《抽象与移情》

抽象化

抽象主义

抽象美

抽象派

势

势与韵

《抱朴子》

垃圾箱派

拉丁古典主义

拉扎鲁斯

拉辛

拉罗

拉法格

拉兹洛

拉格泰姆

拉康

拉斐尔前派

《拉奥孔》

拉普派

拉赫底国际美学会议

拉撒

拙

拨镫法

耶鲁批评派

取义

取象

取象形器

取情去貌

取境

《苦瓜和尚画语录》

《苦闷的象征》

若有若无为美

英伽登

《英国文学史》

英国自由电影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

《英国美学杂志》

英国美学学会

英美女权主义美学

英雄时代

范仲淹

范寿康

范晞文

直寻

直观性

直觉主义美学

直觉即表现

直摅胸臆

茅盾

林风眠

林纾

林泉之心

《林泉高致》

林格伦

板眼

松年

松江派

松尾芭蕉

构成主义

构园无格，借景有因

构图

构思

杰姆逊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画云台山记》

画见

《画引》

《画史》

画外音

画似真，真似画

《画旨》

画论

《画学心法问答》

《画学秘诀》

《画品》

画鬼神亦难工

《画说》

《画继》

《画筌》

《画禅室随笔》

《画鉴》

《画塵》

《画赞序》

事信言文

事障

刺

雨果

雨果（圣维克多的）

奈格里

奇

奇正

奇味

态

欧阳询

欧阳修

欧阳炯

转益多师

转调

轮廓

软性电影

软雕塑

到处云山是我师

［丨］

《非乐》

非乐

《非草书》

叔本华

肯尼克

卓人月

《尚书》

尚态

尚法

尚韵

尚意

具体化

具体音乐

具象化

具象美

味

味外之旨

昆体良

国际式建筑

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国际美学委员会

《国故论衡》

《国语》

《国家篇》

国剧运动

明清美学

明屠尔诺

《易传》

迪基

《典论·论文》

典型

典型化

典型环境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性

典雅

岩崎昶

罗大经

罗马式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罗丹

《罗丹艺术论》

罗斯金

罗蒂

罗森克兰茨

罗蒙诺索夫

帕克

帕诺夫斯基

帕斯卡

岭南派

凯奇

凯塞尔

图式化外观层

［丿］

制礼作乐

知人论世

知白守黑

知识考古学

知音

氛围

物一无文

物化

物用有宜

物色

物我两忘

物相杂，故曰文

物哀

和

和与同

和乐

和而不流

和声

和声无象

和弦

和谐

季札

季札观乐

委曲

使情成体

侧锋

《佩文斋书画谱》

佩珀

佩特

《侈乐》

依仁游艺

依存美

依类象形

依据症候阅读

《卑微者的财富》

质

质文两备

质感

舍斯托夫

金石篆刻美

金石篆刻美学

金圣叹

金农

《金枝》

金碧

贫困戏剧

戗脊

朋克摇滚

肥瘦

服饰美

《周礼》

周扬

周作人

周亮工

周济

周紫芝

周敦颐

周德清

狞厉美

饱和度

饱游饫看

［丶］

变幻

变形

变和弦

变奏

变奏曲式

变速镜头

变焦距镜头

京白

京腔

庞德

庖丁解牛

净化说

《盲视与洞见》

放射说

《放翁题跋》

郑玄

郑樵

郑燮

卷棚

单一意象

单穆公

浅绛

法

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法化

《法书要录》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

《法言》

法国女权主义美学

法国结构主义

《法律篇》

法度

《河岳英灵集序》

波那文图拉

波里克勒特

波埃修

波捷勃尼亚

波菊尼

波普

波普艺术

波德莱尔

泼墨

治物之器

性

《性别/文本政治》

性灵说

性格

性格化表演

性格刻画

性欲升华说

性情

性情为源

性感

性意识

怪诞

怪诞现实主义

《学术的进展》

学诗如参禅

学诗妨事

学院派

学院派建筑

宗白华

宗炳

定场白

定场诗

定格镜头

定意于笔，文具情显

宜俗宜真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审丑

审美

《审美人》

审美个性

审美个性类型

审美习惯

审美内驱力

审美内倾型

审美从众

审美分想

审美文化

审美文化学

审美文饰

审美方法

审美认同

审美认识

审美心灵冲突

审美心灵感应

审美心理中介

审美心理平衡

审美心理失衡

审美心理过程

审美心理形式

审美心理补偿

审美心理张力

审美心理态势

审美心理学

审美心理活动

审美心理结构

审美心理逻辑

审美心理阈限

审美心理障碍

审美心境

审美幻觉

审美幻象

审美幻想

审美功利性

审美平面思维

审美归属

审美生理机制

审美印象

审美外倾型

审美主动性

审美主体

审美立体思维

审美记忆

审美发生

审美发散思维

审美对象

审美动机

审美再现

审美再造性想象

审美同构弥散

审美回忆

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学

审美自由

审美自由联想

审美自我失落

审美自我扩张

审美自我表现

审美自我实现

审美自我调节

审美自我意识

审美自居

审美自觉性

审美创造

审美创造力

审美创造性想象

审美创新意识

审美关系

审美关系说

审美守旧

审美好奇

审美观

审美观照

审美形态

审美形态学

审美求同

审美求异

审美求变

审美求新

审美体验

审美低俗趣味

审美角色意识

审美判断

审美判断力

审美怀旧

审美评价

审美社会学

审美灵感思维

审美现代性

审美表同

审美表现

审美表象

审美规范观念

审美抽象思维

审美范畴

审美直觉

审美态度

审美态度说

审美非功利性

审美非自觉性

审美知觉

审美知解力

审美的正题判断

审美的象征作用

审美的超前显现

审美欣赏

审美征候

审美受动性

审美享受

审美注意

审美学

审美实践

审美经验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审美经验现象学》

审美标准

审美思维

审美选择

审美顺从

审美差异性

审美逆反

审美逆向思维

审美活动

审美客体

审美语言

审美统觉

审美热情

审美顿悟

《审美特性》

审美特性

审美高尚趣味

审美疲劳

审美效应

《审美谈》

审美通感

审美能力

审美能动性

审美理想

审美理解

审美理解力

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书简》

《审美教育杂志》

审美控制联想

审美探究

审美移情

审美渐悟

审美情绪交叉

审美情绪转换

审美情绪学

审美情绪类型

审美情绪逻辑

审美情绪维度

审美情绪强度

审美情绪叠合

审美情感

审美情感判断

审美情感学

审美情趣

审美期待

审美联想

审美遗忘

审美游戏

审美想象

审美想象力

审美感知

审美感受

审美感受力

审美感官

审美感觉

审美感悟

审美鉴赏力

审美错觉

审美意志

审美意识

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中介功能

审美意象思维

审美聚合思维

审美需要

审美趣味

审美趣味个体性

审美趣味民族性

审美趣味共同性

审美趣味时代性

审美趣味差异性

审美潜意识

审美辩证思维

审美激情

审象于净心

空

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空幻感

空间艺术

空间形式

空间音乐

《空间美学》

空间感

空灵

空灵与实际

空寂

空镜头

实

实用主义美学

《实用观点的人类学》

实在美

实体性

实证主义美学

实胜

实验电影

实验戏剧

实验美学

《实践与反思》

实践观点的美学

实践美学

实境

《试论布莱希特》

诗力说

诗与山川，互相为境

《诗与真》

诗无达诂

《诗艺》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中密旨》

诗以趣为主

《诗古微》

诗本无体，天籁自鸣

《诗归序》

《诗式》

诗有三格

诗有三境

诗有五格

诗有造物，悟得其妙

诗体代降

诗言志

《诗评》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诗的艺术》

诗的张力

诗的真实

诗的逻辑

《诗学》

《诗学的基本概念》

诗学美学

诗话

《诗经》

诗贵自得

《诗品》

《诗格》

诗悟

诗教

《诗筏》

《诗集传序》

诗道志，乐咏德

《诗歌语言的革命》

《诗薮》

诙谐

诚

衬托

视角

视点

视界融合

《视觉与构图》

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的含义》

《视觉的形式感》

视觉思维

视觉美

视野

话语

话语形构

［乛］

建构

《建筑十书》

建筑美

建筑美学

《录鬼簿序》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居约

屈耳佩

屈原

弥尔顿

《孟子》

孟子

孟称舜

孟德斯鸠

陌生化

迦梨陀娑

参差

线形运动说

线条

线条透视

线索

细节

细读法

经验主义美学

经营位置

九画

［一］

奏鸣曲式

《春秋繁露》

《春觉斋论画》

挂落

《政治无意识》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政象乐

赵执信

赵孟頫

赵壹

郝经

垛头

指触

拼贴画法

按实肖象与凭虚构象

荆浩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带经堂诗话》

《荀子》

荀子

荒诞

荒诞戏剧

荒诞派

荒诞感

《荒野中的批评》

荒寒

荒谬说美学

荣格

胡风

胡仔

胡应麟

胡祗遹

胡適

南北书派

南北宗

《南词叙录》

《南宗抉秘》

枯

枯润

柯勒律治

相对美

相色

柏拉图

柏林国际美学会议

柏格森

柳公权

柳宗元

柳宗悦

威尼斯乐派

威尼斯乐派

威尼斯国际美学会议

威尼斯派

威胁戏剧

威廉斯

威廉（奥卡姆的）

威廉（奥弗涅的）

厚

面具

牵丝

残酷戏剧

轻重

［丨］

背景

背景放映合成镜头

《战国策》

点苔

点垛

点铁成金

点描主义

点描法音乐

点彩派

点簇

临川派

临摹

是与异

显现

显隐

显微摄影

贵无

贵其有循，而体自然

贵剪裁

贵锻炼

界画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思与境偕

思无邪

思维定势

思想性

品

勋伯格

哈贝马斯

哈尔姆

哈拉普

哈奇生

哈特曼，E.

哈特曼，G.

骨

骨法用笔

幽玄

幽默

幽邃

［丿］

钟嵘

钟惺

钟嗣成

钟繇

钦提奥

钩斫

钩勒

拜占庭式

拜占庭美学

拜金艺术

选貌选姿，不如选态

适

《适音》

科林伍德

科学美

科学美学

重金属摇滚

重建

重奏

重音

重唱

复义

复古主义建筑

复合意象

复调

复调和声

《复鲁絜非书》

顺应

顺序

修正主义辩证术

修辞

修辞立其诚

修辞明道

《修辞学》

修辞学阅读理论

俚俗

保卫作者

俄国形式主义美学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信言不美

信息论美学

皇甫湜

须弥座

叙述

叙述时间

叙述体戏剧

叙述者

叙述学

叙事视角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胆识

狮子滚球

独

独白

独立自足

独创性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独奏

独唱

怨而不怒

急急风

饶自然

［丶］

哀

亮相

《度曲须知》

姿

姿态

《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

《音乐社会学导论》

《音乐现象学片断》

《音乐的情感与意义》

《音乐诗学六讲》

音乐美

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问题》

《音乐美学问题概论》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音乐美学新稿》

《音乐语言》

音乐剧

《音乐提要》

音型

音响效果

音调

音程

施托克豪森

施莱尔马赫

施勒格尔，A.W.

施勒格尔，F.

闻一多

闽派

《阁楼上的疯女人》

《美》

美

美于和

《美与丑》

《美与高》

美与数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美化

美丑无定形

美丑相共

美本乎天

美本身

美在心说

美在生命说

美在主客体契合说

美在价值说

美在自由说

美在关系说

美在典型说

美在物的形象说

美在和谐说

美在实践说

美有甘，和有乐

美声唱法

美言不信

《美妙学说》

美者自美

美其情

美刺

美国美学学会

《美国意象》

美的三要素

《美的历程》

美的内容

《美的分析》

美的功能

美的四因说

美的生成论

美的主观性

美的主体性

美的发现

美的发展性

美的共生说

美的共同性

美的自然性

美的创造

美的多层累突创说

美的形式

美的形体

美的形态

美的形象性

美的社会性

《美的现实性》

美的规律

美的构造论

美的享受

美的相对性

《美的相位与艺术》

美的思维方式

美的独创性

美的客观性

美的既成论

美的起源

美的哲学

美的特征

美的理想

美的愉悦性

《美育》

美育

《美育书简》

《美学》

美学

《美学三讲》

《美学与艺术评论》

《美学与普通艺术学杂志》

《美学与意境》

美学方法

《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

《美学史》

美学生理学

美学场论

《美学问题讨论集》

《美学讲话》

《美学讲演录》

《美学论丛》

《美学导论》

美学观念

美学形式

《美学批评史》

《美学体系》

《美学纲要》

美学取消主义

美学范式

美学范型

美学范畴

《美学述林》

《美学和一般艺术学》

美学的历史的观点

美学思想

《美学总论》

《美学原理》

《美学理论》

《美学探奇》

《美学基础》

美学符号

《美学散步》

《美学概论》

《美学新论》

《美学意识形态》

美学意识形态

美是生活论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美恶相对

美恶相应

美善同意

美善相乐

《美感》

美感

美感个体性

美感共同性

美感阶级性

美感极致

美感两重性

美感直观

美感变易性

美感经验

美感相对性

美感差异性

美感教育

美感强度

《姜斋诗话》

姜夔

类主体

类戏剧

类型

类型化

迷狂说

迷茫感

娄东派

前理解

前意识

首陀罗迦

逆入平出

逆反

总体戏剧

炼格

洪仁玕

洪昇

洪堡

洗练

活动遮片镜头

活的形象

活法

活参

洛可可式

洛克

洛奇

洛采

洛特曼

洛谢夫

洛慈

浑

浓与淡

恍惚

恽寿平

《宣和书谱》

《宣和画谱》

突然荣耀感

客厅剧

客观化的快感

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

客观说

客观镜头

客串

语义方阵

语义学美学

语义潜能

语言与言语

《语言与神话》

《语言的艺术作品》

《语言的牢笼》

语言美

《语例字格》

语贵含蓄

语俊意长，俗雅俱备

语境

扁平人物

祖尔策尔

神

神与物游

神与境合

神气

神似

神会

神妙

《神学大全》

《神话》

神话思维

神话结构

神话素

神思

神品

神秘主义

神秘感

神理

神遇

神韵说

神境

祝允明

误读

《误读图示》

《说文解字序》

《说苑》

《说诗晬语》

说唱乐

［乛］

屋漏痕

费尔巴哈

费希尔，F.

费希尔，R.

费希纳

费希特

费奇诺

费诺罗莎

费霍蒙特内格罗

姚斯

姚最

姚鼐

贺拉斯

贺贻孙

贺绿汀

结局

结构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结构主义五巨头

结构主义后四子

结构主义美学

结构主义前四子

绘画六要

《绘画、建筑、雕塑大师列传》

绘画美

绘画美学

绘事后素

《绘事微言》

绝对主义

绝对美

十画

［一］

泰纳

班固

素朴的

素朴美

素材

素描

蚕头燕尾

《顽强的结构》

匪和弗美

匪染弗丽

振奋性的美

起霸

捆包艺术

袁中道

袁宏道

袁枚

《哲学词典》

哲学美学

《哲学新解》

哲理性

换笔

挚虞

热奈特

恐惧与怜悯

埃伦茨维希

埃里金纳

埃德施米特

莆田派

莱布尼茨

莱辛

莱普

莫卡洛夫斯基

莫尔

莫里哀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荷迦兹

恶劣的个性化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化

莎夫茨别利

真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真幻

真美

真宰

《真理与方法》

真假参半，多虚少实

真趣

梆子腔

桓谭

桐城派

桥社

《桃花扇·小引、凡例》

格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格里芬

格罗斯泰斯特

格罗塞

格物

格律美

格调说

格雷马斯

样式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索尔格

索洛维约夫

索靖

《哥特艺术的形式》

哥特式

哥特复兴建筑

贾谊

酌奇玩华

配音

配器

夏夫兹博里

夏多布里昂

夏斯勒

夏曾佑

破墨

原文字

《原戏》

《原诗》

《原始艺术美学》

《原始文化研究》

原始意象

原型

原型批评美学

逐格镜头

《顾曲杂言》

顾炎武

顾恺之

顿音

顿悟说

致中和

致虚极，守静笃

［丨］

逍遥游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党性

眩惑

《晏子春秋》

晏婴

哭

恩格斯美学思想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恩培多克勒

圆

圆场

圆形人物

圆相

圆美

圆雕

［丿］

钱锺书

铁画银钩

铃木大拙

特瓦尼

特写镜头

特尼亚诺夫

特技镜头

特罗菲莫夫

特征

特征说

《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

造型美

造境

积理练识

积淀

积墨

《透明的社会》

透视

透雕

《笔记》

《笔论》

《笔阵图》

笔势

《笔势论》

笔法

《笔法记》

笔断意连

笔锋

笔意

笔墨

笔墨与物体

《笔髓论》

《笑》

笑

借景

倾向

倾向性

倒叙

倒摄镜头

俳谐

倪瓒

俯摄镜头

徐大椿

徐上瀛

徐念慈

徐复观

徐祯卿

徐悲鸿

徐渭

殷璠

爱伦·坡

爱克哈特

《爱的艺术》

爱美的戏剧

爱笛生

爱森斯坦

翁方纲

脂砚斋

胸中之竹

胸有丘壑

［丶］

凌廷堪

高乃依

高古

高尔基

高妙

高拨子

高特舍特

高调照片

高棅

高腔

高潮

郭若虚

郭沫若

郭象

郭熙

郭璞

席勒

席勒式

疾虚妄

效用说

效果历史

离形得似

《离骚》

《离骚序》

唐志契

唐君毅

唐诗主情

唐顺之

资任

旁白

阅读现象学

《阅读的寓言》

羞耻感

《益州名画录》

烘云托月

烘托

浙派

酒神精神

涅多希文

涅槃

浩然之气

海上画派

海涅

海德格尔

浮世绘

浮龙·李

浮雕

浮雕叠印

浮藻联翩

涤除玄览

流动

流动展览派

流行音乐

流溢说

润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建筑

浪漫的

浪漫型艺术

浪漫派

浸

悟

悟入

家数

朗吉弩斯

朗格，K.

诸天音乐

诺丁汉国际美学会议

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理论

调

调式

调性

《谈艺录》

《谈美》

《谈演员》

［乛］

《剧作法》

陶钧文思，疏瀹五藏

《通典·乐序》

通变

通俗文艺

通俗音乐

能

能品

能痴者而后能情

预定和谐

桑塔亚那

十一画

［一］

理

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理事情

理念

理性

理性主义建筑

理性主义美学

理性冲动

理性直觉

理性情

《理惑论》

理智的直观

理想化

《理想国》

理路言筌

理障

理趣

琉璃瓦

描写

排场

推陈出新

推拉镜头

推理力与想象力

教化

培根

接受心理学

接受美学

接景镜头

控制论美学

探索戏剧

著手成春

黄人

黄公望

黄休复

黄佐临

黄图珌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律

黄周星

黄庭坚

黄钺

黄宾虹

黄遵宪

萧友梅

萧绎

萧统

萧散简远

萨特

萨塔拉尼亚

萨赛

《梦的解析》

《梦溪笔谈》

梵乐希

梅兰芳

梅列日科夫斯基

梅尧臣

梅拉赫

梅耶荷德

《梅耶荷德谈话录》

梅林

梅洛庞蒂

梅特林克

梅瑞狄斯

梓庆为[image: ]


曹丕

曹禺

曹雪芹

曹植

龚自珍

雪莱

［丨］

虚

虚与实

虚无感

虚拟

虚拟动作

虚构

虚构的历史

虚实

虚实互藏

虚实相生

虚壹而静

虚静

虚境

雀替

常州词派

常形与常理

《眼与心》

眼中之竹

眼照

悬山

悬针垂露

悬念

野兽主义

野兽派

曼海姆乐派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距离

蛇形线

《唱论》

唱做念打

唱腔

唯心主义美学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

唯物主义美学

唯美主义

唯美派

唯意志论美学

《逻辑哲学论》

崔瑗

崇有

崇高

崇高感

［丿］

银钩虿尾

银幕造型

移风易俗

移动摄影镜头

移调

移情

移情作用

移情说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笪重光

笛卡儿

符号论美学

符号说

符合目的说

符载

第一性想象

第二自然

第二性想象

《第五才子书》

《第六才子书》

第六感官

敏感

偶人净琉璃

偶发艺术

偶然音乐

偷势

偷语

偷意

皎然

假声

得鱼忘筌

得意忘言

得意忘象

领唱

脸谱

脱窠臼

象

象牙之塔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象形说

象罔

象征

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戏剧

象征型艺术

象征派

逸

逸气

《逸周书》

逸品

［丶］

康有为

康定斯基

康德

《康德美学批判》

庸俗社会学美学

章法

章学诚

章炳麟

竟陵派

《商君书》

商品美学

旋律

羚羊挂角

盖格尔

断音

剪接

剪裁

剪辑

剪辑照片

清

清远

清丽

清旷

清奇

清空与质实

清浊

清真

清唱

淋漓

渐显渐隐

混合录音

《淮南子》

淫乐

《渔洋诗话》

淡入淡出

淡化

淡泊

淡漠

深田康算

涵泳

梁启超

梁思成

情

情与景

情中景

情节

情由外感，乐自中出

情生诗歌

情观

情志

情味

《情采》

情采

情结

情真、味长、气胜

情致

情理

情感先验

情感表现

情感抽象

《情感和形式》

情感误置说

情感结构

情感教育

情感维

情意综

情境

惟陈言之务去

惟能极艳，方能极淡

惊颤效果

寄托

寄兴

寂寞无为

［乛］

屠隆

《隋书·音乐志》

隋唐五代美学

《随园诗话》

随物宛转

随物赋形

随类赋采

隐秀

隐含的读者

隐秘的上帝

隐喻

婉约

《续画品》

绮丽

维也纳古典乐派

维戈茨基

《维氏美学》

维加

维吉尔

维帖洛

维姆塞特

维科

维特根斯坦

维特鲁威

绵里藏针

综合美

十二画

［一］

《琴书大全》

《琴史》

《琴赋》

《琴道》

塔索

塔塔科维奇

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诺尔兹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超级写实主义

超级现实主义

超我

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派

超前卫

提

提炼

博乔尼

博克

喜剧冲突

喜剧性

喜剧性格

喜感

插叙

搜尽奇峰打草稿

斯大林美学思想

斯卡里格

斯托洛维奇

斯达尔夫人

斯多亚学派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斯特拉文斯基

斯宾诺莎

斯宾塞

期待视野

散文气味的时代

散音

葛兰西

葛洪

董仲舒

董每戡

董其昌

董逌

敬畏感

蒋孔阳

韩拙

韩非

《韩非子》

《韩诗外传》

韩愈

植田寿藏

《焚书》

惠洪

惠能

逼真

厨川白村

硬山

雄浑

雅

雅正

雅乐

雅各布森

雅里

《雅典女神神殿》

雅典国际美学会议

雅俗

雅俗并陈，意调双美

［丨］

斐罗斯屈拉特

悲壮

《悲剧心理学》

悲剧冲突

《悲剧批评的基础》

《悲剧的诞生》

悲剧性

悲剧性格

悲慨

悲感

凿印

量感

景

景中情

景语情语

景媒情胚

跋娑

赋

黑人女权主义美学

黑色幽默

黑匣子

黑格尔

［丿］

铸印

铸鼎象物

智永

智者学派

犍陀罗艺术

嵇康

程式

程式化表演

程式动作

程颐

程颢

集仿主义建筑

集体无意识

焦竑

焦菊隐

焦循

皖派

《奥义书》

奥夫相尼科夫

奥古斯丁

奥尔特加·加塞特

奥尔德里奇

奥尼尔

奥费主义

奥斯本

奥普艺术

街舞

舒茨

《释梦》

腴枯

腔调

鲁迅

［丶］

装饰艺术派建筑

装饰性

装饰音

装置艺术

装潢美

痛感

童心说

普列汉诺夫

普多夫金

普洛提诺

普洛普

普莱

《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

普鲁塔克

尊史

尊受

尊情

遒劲

道

道与艺

道与技

道具

道胜文至

道根文枝

道家美学

道德的象征

道德感

曾国藩

温克尔曼

温柔敦厚

滑音

滑稽

滑稽说

渡边护

游

游戏

游戏冲动

游戏练习说

游戏说

游移视点

滋味

渲染

愤世嫉邪

寓教于乐

《禅与日本文化》

禅宗美学

禅悟

禅悦

禅趣

谢林，A.

谢林,F.W.J.

谢赫

谢榛

［乛］

属音

《强力意志》

疏远化劳动

疏野

疏密

隔与不隔

皴法

缓别

缘情体物，自有天然

缘情说

缘情绮靡

十三画

［一］

瑞恰兹

瑞德

瑙曼

摄影角度

摄影构图

摄影美

摄影美学

摇荡性情

摇摄镜头

摇摆爵士

摇滚乐

蓝骑士派

蒲柏

蒙太奇

蒙田

蒙养

蒙特利尔国际美学会议

楚骚美学

《楚辞章句序》

想象

想象力

《想象心理学》

想象的美

概念艺术

概念化

概括化

感

感同身受

感伤主义

感伤的

感兴说

感受文体学

感受谬见

感性认识的完善

感性冲动

感性直觉

《感性学》

感染性

感觉的美

感情独白

雷鬼

雷诺兹

［丨］

虞山派

虞世南

鉴赏判断

鉴赏的二律背反

歇山

暗转

暗喻

照片剪裁

照相现实主义

照壁

跟摄镜头

［丿］

错采镂金

锡德尼

辞达

颓废主义

颓废派

简化

简约音乐

《简便哲学辞典》

微音程音乐

詹姆逊

詹姆斯

鲍列夫

鲍姆加登

鲍桑葵

鲍曼

鲍德里亚

解衣般礴

解构

《解构之图》

解构主义美学

解脱

《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

《解释的有效性》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解释学美学

解释学循环

［丶］

禀赋

新人文主义美学

新艺术派建筑

新历史主义美学

《新文学史杂志》

《新书》

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音乐

《新左派评论》

新印象主义

新印象派

新乐府运动

《新民主主义论》

新托马斯主义美学

新自然主义美学

新安派

《新论》

新批评派美学

新护

新即物主义音乐

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电影

新实践美学

新建筑运动

新柏拉图学派

《新科学》

《新音乐的哲学》

《新音乐理论与幻想》

《新美学》

新客观派

《新语》

新造型主义

新浪漫主义

新浪潮电影

新维也纳乐派

新黑格尔派美学

新媒体艺术

新感性

新颖感

《新撰髓脑》

新德国电影

新儒家美学

韵

韵白

韵外之致

韵味说

韵律美

《韵语阳秋》

意

意义三角形

意义与意思

意内言外

意在言外

意在笔先

意匠

意向性客体

意识形态生产

意识流派

《意图的模式》

意图谬见

意兼于法

意象

意象派

意随笔生

意新语工

意境

意境美

意趣

意趣神色

意蕴

意蕴美

数字摄影

《数论经》

《数论颂》

数码摄影

数学的崇高

塑造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溪山琴况》

溶出溶入

溺音

塞万提斯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塞涅卡

谨毛失貌

褚遂良

福柯

福斯特

［乛］

盝顶

群体意象

叠印

叠放

十四画

［一］

静

静观

静穆美

赫什

赫尔巴特

赫尔岑

赫尔德

赫拉克利特

境

境界

境象

蔡元培

蔡仪

蔡邕

模仿

《模仿论》

模仿说

模进

模拟

模型镜头

模特儿

歌论

歌舞乐神

歌德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歌德谈话录》

臧懋循

［丿］

舞台灯光

舞台美术

舞剧审美

《舞赋》

舞蹈节奏

舞蹈动作

舞蹈形象

舞蹈表情

舞蹈表演

舞蹈构图

《舞蹈和舞剧书信集》

舞蹈审美意象

舞蹈美

舞蹈美学

舞蹈意境

熏

《管子》

《管锥编》

［丶］

豪放

豪塞尔

瘦硬

廖燕

精气

精英文艺

精诚由衷，其文感人

《精神分析引论》

精神分析美学

精神危机

精神美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熔炼性的美

熔裁

《滹南诗话》

《演员自我修养》

《演员奇谈》

演员的矛盾

慢动作镜头

赛义德

［乛］

缪越陀里

十五画

［一］

慧能

撕边

趣

趣味

趣味无可争辩

趣味判断

趟马

播撒

《穀梁传》

《蕙风词话》

蕴藉风流

飘逸

醇美

震音

［丨］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题材

嘻哈乐

影响的焦虑

影调

影调透视

踪迹

《墨子》

墨子

墨分五色

［丿］

《箴言与回忆》

《篆势》

篆法

德苏瓦尔

德里达

德拉克洛瓦

德国古典美学

《德国古典美学》

德国浪漫派美学

德音

德莱登

德索

德勒兹

德盛文缛

德·曼

德谟克利特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丶］

熟与生

熟与新

熟参

熟悉的陌生人

摩尔

《摩罗诗力说》

颜之推

颜延之

颜真卿

颜筋柳骨

潜台词

潜移默化

潘之恒

潘天寿

澄心运思，至微至妙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澄怀味象

十六画

［一］

《薑斋诗话》

燕卜荪

薄迦丘

薄意

整一性

整一律

整体美

整体感

整容定气

霍布斯

霍兰德

霍维利亚诺斯

霍斯廷斯基

［丨］

噪音

［丿］

镜子说

镜头

镜像阶段

儒家美学

雕虫篆刻

雕饰美

雕塑美

雕塑美学

雕塑感

［丶］

凝想形物

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

《辩乐》

激浪

激情

澹然无极

十七画

［一］

戴熙

戴震

藏露

［丿］

魏良辅

魏晋南北朝美学

《魏晋胜流画赞》

魏源

魏禧

繁约

徽派

爵士乐

朦胧美

朦胧感

十八画

［丨］

瞿秋白

十九画

［一］

攒尖

藻

［丨］

曝光

廿画

［丶］

魔幻现实主义

魔法说

［乛］

譬喻

廿一画

［一］

霹雳舞

廿二画

［丿］

镶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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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Abhinavagupta　新护

About a Borderless Realism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Abrams，Meyer Howard　艾布拉姆斯

absolute beauty　绝对美

abstract beauty　抽象美

abstraction　抽象化

Abstraction and Artifice in Twentieth-century Art　《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

Abstraction and Empathy　《抽象与移情》

abstractionism　抽象主义

Abstraktion　情感抽象

Abstraktion und Einfühlung　《抽象与移情》

absurd　荒诞

absurdist　荒诞派

Academic art　学院派

accelerated motion shooting　快动作镜头

accommodation　顺应76,

accompaniment　伴奏

accumulation　积淀

actantial model　角色模式

action painting　行动派

Actor's Work，An　《演员自我修养》

Addison，Joseph　爱笛生

Adorno，Theodor Wiesengrund　阿多诺

Advancement of Learning，The　《学术的进展》

aesthetic abstract thinking　审美抽象思维

aesthetic activity　审美主动性

aesthetic apperception　审美统觉

aesthetic apperception　审美感悟

aesthetic appreciation　审美欣赏

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

aesthetic association　审美联想

aesthetic attention　审美注意

aesthetic attitude　审美态度

aesthetic capability　审美能力

aesthetic category　美学范畴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审美特性》

aesthetic choice　审美选择

aesthetic cognizance　审美认识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审美自觉性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审美意识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审美创新意识

aesthetic creation　审美创造

aesthetic creativity　审美创造力

aesthetic criterion　审美标准

aesthetic culture　审美文化

Aesthetic Curiosities　《美学探奇》

aesthetic difference　审美差异性

aesthetic drive　审美内驱力

aesthetic education　美育

aesthetic effect　审美效应

aesthetic emotion　审美情感

aesthetic evaluation　审美评价

aesthetic expectation　审美期待

aesthetic experience　审美经验

aesthetic experience　审美体验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aesthetic expression　审美表现

aesthetic fatigue　审美疲劳

aesthetic feeling　审美感受

aesthetic field theory　美学场论

aesthetic form　美学形式

aesthetic freedom　审美自由

aesthetic function of art　艺术审美作用

aesthetic function of symbol　审美的象征作用

aesthetic hallucination　审美幻觉

aesthetic idea　审美观

aesthetic idea　审美意象

aesthetic ideal　审美理想

aesthetic illusion　审美错觉

aesthetic image　审美意象

aesthetic image in dance　舞蹈审美意象

aesthetic imagination　审美想象力

aesthetic imagination　审美想象

aesthetic impression　审美印象

aesthetic initiative　审美能动性

aesthetic intuition　审美直觉

aestheticism　唯美主义

aestheticization　泛美学化

aesthetic judgment　审美

aesthetic judgment　审美判断力

aesthetic judgment　审美判断

aesthetic judgment of the positive　审美的正题判断

aesthetic language　审美语言

aesthetic lead appearance　审美的超前显现

aesthetic memory　审美记忆

aesthetic method　美学方法

aesthetic method　审美方法

aesthetic mirage　审美幻象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现代性

aesthetic morphology　审美形态学

aesthetic motive　审美动机

aesthetic need　审美需要

aesthetic non-utilitarianism　审美非功利性

aesthetic normal idea　审美规范观念

aesthetic object　审美对象

aesthetic object　审美客体

aesthetic oblivion　审美遗忘

aesthetic passivity　审美受动性

aesthetic pattern　审美形态

aesthetic perception　审美知觉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

aesthetic physical mechanism　审美生理机制

aesthetic play　审美游戏

aesthetic practice　审美实践

aesthetic presentation　审美表象

aesthetic property　审美特性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mediator　审美心理中介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审美心理结构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tension　审美心理张力

aesthetic recollection　审美回忆

aesthetic relation　审美关系

Aesthetic Relations of Art to Reality　《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审美再现

aesthetics　美学

aesthetics　审美学

Aesthetics　《美学》603,

Aesthetics and General Science of Art　《美学和一般艺术学》

aesthetic sensation　审美感觉

aesthetic sense　审美感官

aesthetic sensibility　审美鉴赏力

aesthetic sensitivity　审美感受力

Aesthetic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古希腊罗马美学

Aesthetics in the Middle Ages中世纪美学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美学讲演录》

aesthetics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原型批评美学

aesthetics of architecture　建筑美学

aesthetics of arts and crafts　工艺美学

aesthetics of black feminism　黑人女权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书法美学

aesthetics of Chinese folk arts　曲艺美学

aesthetics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文化唯物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dance　舞蹈美学

aesthetics of dance drama　舞剧审美

aesthetics of deconstructionism　解构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eclecticism　折中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engraving　金石篆刻美学

aesthetics of film　电影美学

aesthetics of German romantic school　德国浪漫派美学

aesthetics of information　信息论美学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garden　园林美学

aesthetics of Lebensphilosophie　生命哲学美学

aesthetics of life　生活美学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文学美学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文艺美学

aesthetics of music　音乐美学

aesthetics of new criticism　新批评派美学

aesthetics of new historicism　新历史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painting　绘画美学

aesthetics of photography　摄影美学

aesthetics of positivism　实证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postmodern psychoanalysis　后现代精神分析美学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Art，The　《原始艺术美学》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生产美学

Aesthetics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ism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science　科学美学

aesthetics of sculpture　雕塑美学

Aesthetics of Space，The　《空间美学》

aesthetics of sport　体育美学

aesthetics of stylism　风格主义美学

aesthetics of technology　技术美学

aesthetics of television　电视美学

aesthetics of the absurd　荒谬说美学

aesthetics of theatre　戏剧美学

aesthetics of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交往合理化美学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opera　戏曲美学

aesthetics of ugliness　丑的美学

aesthetics of value　价值论美学

aesthetics of voluntarism　唯意志论美学

aesthetics of vulgar sociology　庸俗社会学美学

Aesthetics，or Fine Arts　《美学》

aesthetic subject　审美主体

aesthetic symbol　美学符号

aesthetics　美学

aesthetic taste　审美趣味

aesthetic telepathy　审美心灵感应

Aesthetic Theory　《美学理论》

aesthetic theory of pleasure　快乐论美学

aesthetic thinking　审美思维

aesthetic thought　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Deng Xiaoping　邓小平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Engels　恩格斯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Lenin　列宁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Marx　马克思美学思想

aesthetic thoughts of Stalin　斯大林美学思想

aesthetic unconsciousness　审美非自觉性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审美理解力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审美理解

aesthetic utilitarianism　审美功利性

aesthetic value　审美价值

aesthetic will　审美意志

affective a priori　情感先验

affective fallacy　感受谬见

affective stylistics　感受文体学

affinity to the people　人民性

agreeableness of beauty　美的愉悦性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Die　《美的现实性》

Alberti，Leon Battista　阿尔贝蒂

Albertus Magnus　大阿尔伯特

Alcuin of York　阿尔克温

Aldrich，Virgil C. 奥尔德里奇

aleatory music　偶然音乐

Alexander，Samuel　亚历山大

alienation of labor　异化劳动

Allan Poe，Edgar　爱伦·坡

Allegories of Reading　《阅读的寓言》

allegory　譬喻

Allen，Grant　艾伦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一般艺术学

Allgemeinheit ohne Begriff　无概念的普遍性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人的全面发展

altered choral　变和弦

Althusser，Louis　阿尔都塞

ambiguity　复义

American Imago　《美国意象》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The 美国美学学会

Analysis of Beauty，The　《美的分析》

analytic aesthetics　分析美学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批评的解剖》

anhängende Schönheit　依存美

Anhäufung　积淀

animation art　动漫艺术

annihilation of aesthetics　美学取消主义

Anschauung des ästhetischen Gefühl　美感直观

anthropological aesthetics　人类学美学

Anthropologie　人本学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实用观点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人本学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实用观点的人类学》

anti-art　反艺术

anti-fiction　反虚构

Anti-Kunst　反艺术

Antinomie des Geschmacks　鉴赏的二律背反

antinomy of taste　鉴赏的二律背反

Anwendung　应用

anxiety of influence，the　影响的焦虑

apathy　淡漠

Apollinischen Geist，der　阿波罗精神

Apollonian spirit，the　阿波罗精神

appealing quality　感染性

appeal structure　召唤结构

appearance　外观

appearance-spirit　形神

Appellstruktur　召唤结构

Appia，Adolphe　阿披亚

application　应用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知识考古学

archéologie du savoir，l'知识考古学

Archetyp　原型

archetypal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原型论

archetype　原型

arche-writing　原文字

archi-écriture　原文字

architectural beauty　建筑美

Arendt，Hannah　阿伦特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mory show，the 军械库展览

Arnheim，Rudolf　阿恩海姆

Ars Poetica　《诗艺》

Art　《艺术》

Art　《罗丹艺术论》

Art and Coexistence: Contribution to a Modern Marxist Aesthetics　《艺术与共处》

Art and Illusion　《艺术与幻觉》

Art and Scholasticism　《艺术与经院哲学》

Art and Social Life　《艺术与社会生活》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艺术与视知觉》

Art as Experience　《艺术即经验》

Artaud，Antonin　阿尔托

art cultivation　艺术素养

art deco architecture　装饰艺术派建筑

Art de la poésie，L'　《诗的艺术》

art du roman，L'　《小说的艺术》

Arteaga，Esteban　阿特亚加

art education　艺术教育

Art et Scolastique　《艺术与经院哲学》

art for art's sake　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 life's sake　为人生而艺术

Art History　《艺术史》

art history　艺术史

artistic beauty　艺术美

artistic conception　意境

artistic conception in dancing　舞蹈意境

artistic contemplation　艺术观照

artistic form　艺术形式

artistic genius　艺术天才

artistic imagery　艺术意象

artistic laws　艺术规律

artistic perception　艺术知觉

artistic production　艺术生产

artistic quality　艺术性

artistic reality　艺术真实

artistic skill　艺术技巧

artistic style　艺术风格

artistic synaesthesia　艺术通感

artistic taste　艺术趣味

artistic technique　艺术手法

artistic thinking　艺术思维

artistic trend　文艺思潮

artistic ugliness　艺术丑

artistic value　艺术价值

artistic-way of grasping the world，the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artistic will　艺术意志

Art，L'　《罗丹艺术论》

art nouveau architecture　新艺术派建筑

art of composition　章法

Art of Love，The　《爱的艺术》

Art of Poetry,The　《诗艺》

Art of Poetry，The　《诗的艺术》595,

art stems from life yet surpasses life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art tradition　艺术传统

Artwork of the Future，The　《未来的艺术作品》

ASA　美国美学学会

ashcan school，the　垃圾箱派

aside　旁白

Aspects of the Novel　《小说面面观》

assimilation　同化76,

Associ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Aesthetics，The　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association of ideas　观念的联想

Ästhetik　美学

Ästhetik　《美学》603,

Ästhetik des Hässlichen　丑的美学

Ästhetik，oder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　《美学》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美学和一般艺术学》

ä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ästhetische Erzeihung　美育

ästhetische Form　美学形式

ästhetische Idee　审美意象

ästhetische Normalidee　审美规范观念

ästhetischer Vorschein　审美的超前显现

ästhetische Spiel　审美游戏

ästhetische Theorie　《美学理论》

ästhetische Urteil der Thesis　审美的正题判断

Athenaeum　《雅典女神神殿》

atmosphere　氛围

atonality　无调性

audio dub　配音

Aufänge der Kunst，Die　《艺术的起源》

Augustinus Hipponensis，Aurelius　奥古斯丁

aura　光晕

Aura　光晕

aural beauty　听觉美

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诗与真》

authorial Ideology　作者意识形态

author-oriented film　作家电影

Autonomie-aethetik　自律美学

autonomous and self-sufficient　独立自足

aut prodesse aut delectare　寓教于乐

avant-garde　先锋派音乐

avant-garde film　先锋派电影

Ayer，Alfred Jules　艾耶尔

B

Babbitt，Irving　白壁德

background　背景

back-ground projection process　背景放映合成镜头

Bacon，Francis　培根

baimiao　白描

balance　均衡

Balázs Béla　巴拉兹

Balzac，Honoré de　巴尔扎克

Barbizon school　巴比松派

Baroque　巴洛克式

Barthes，Roland　巴特

Basch，Victor　巴希

Basic Concepts of Poetics　《诗学的基本概念》

Batteux，Charles　巴托

Baudelaire，Charle Pierre　波德莱尔

Baudurillard，Jean　鲍德里亚

Bauhaus　包豪斯

Bauman，Zygmunt　鲍曼

Baumgarten，Alexander Gottlieb　鲍姆加登

Bazin，André 巴赞

Beardsley，Monroe　比尔兹利

Beau　《论美》

beau-arts architecture　学院派建筑

beaurelatif　实在美

beautification　美化

beautiful body　美的形体

Beautiful，The　《论美》

beautiful thinking　美的思维方式

beauty　美

Beauty　《论美》

Beauty　《美》

beauty and number　美与数

Beauty and Ugliness　《美与丑》

beauty in motion　动态美

beauty is the sensuous presentation of idea，the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beauty itself　美本身

beauty of apparel　服饰美

beauty of appearance and deportment　仪表美

beauty of artistic conception　意境美

beauty of behavior　行为美

beauty of color　色彩美

beauty of engravings　金石篆刻美

beauty of film　电影美

beauty of human nature　人性美

beauty of implication　意蕴美

beauty of landscape garden　园林美

beauty of mind　心灵美

beauty of personality　人格美

beauty of quyi　曲艺美

beau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人情美

beauty of sound　声音美

beauty of television　电视美

beauty of the reality　现实美

beauty of the society　社会美

beauty of traditional opera　戏曲美

Beaux Arts réduits a un même principe，Les　《归结为一个统一原则的　美的艺术》

Bebop　比波普

Bedeutende，das　意蕴

Bedeutung der Kunst，Die　《艺术的意味》

Beginnings of Art，The　《艺术的起源》

bel canto　美声唱法

Bell，Clive　贝尔，C.

belonging　审美归属

Benjamin，Walter　本雅明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Bergson，Henri　柏格森

Bernard of Clairvaux　贝尔纳（克莱沃的）

Bhāsa　跋娑

bidimensional thinking　审美平面思维

Biemel，Walter　比梅尔

binary oppositions　二元对立

Biographia Literaria　《文学生涯》

bird's eye view shot　俯摄镜头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the　伯明翰学派

Birth o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The　《悲剧的诞生》

black box theatre　黑匣子

black humor　黑色幽默

blackout　暗转

Blindness and Insight　《盲视与洞见》

bliss　美感极致

Bloch，Ernst　布洛赫

Blocker，Gene　布洛克

Bloom，Harold　布鲁姆

blue rider，the　蓝骑士派

Boccacio，Giovanni　薄迦丘

Boccioni，Umberto　博乔尼

Boethius，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波埃修

Bonaventura　波那文图拉

bop　波普

Bosanquet，Bernard　鲍桑葵

Boulez，Pierre　布列兹

Bourdieu，Pierre　布尔迪厄

Bradley，Andrew Cecil　布拉德雷

break-dance　霹雳舞

Brecht，Bertolt　布莱希特

Breton，André 布列东

Breviavio di estetica　《美学纲要》

bridge，the　桥社

British documentary movement,the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British free cinema　英国自由电影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The　《英国美学杂志》

British Society of Aesthetics，The 英国美学学会

broken choral　分解和弦

Brook，Peter　布鲁克

Brooks，Cleanth　布鲁克斯

Brunelleschi，Filippo　伯鲁涅列斯基

BSA　英国美学学会

Bullough，Edward　布洛

Burckhardt，Jacob　布克哈特

Burke，Edmund　博克

Byzantine　拜占庭式

Byzantine Aesthetics　拜占庭美学

C

Cage，John　凯奇

cahiers du cinema　电影手册派

calligraphic beauty　书法美

camera angle　摄影角度

camera eye　电影眼睛派

Canadian Society for Aesthtics，The 加拿大美学学会

cappella，a　无伴奏合唱

Carlyle，Thomas　卡莱尔

carnival　狂欢

carré semiotique　语义方阵

Carritt，Edgar Frederick　开瑞特

Cassirer，Ernst　卡西勒

Castelvetro，Lodovico　卡斯特尔维屈罗

catharsis　卡塔西斯

Caudwell，Christopher　考德威尔

change　变幻

character　审美个性

characteristic　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　《论特征》

characterization　性格刻画

characterized performance　性格化表演

character type　审美个性类型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er des Hochkapitalismus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Chateaubriand，François-René de　夏多布里昂

cheap individualisation　恶劣的个性化

cheat shot　特技镜头

Chockwirkung　惊颤效果

choral　和弦

chorus　合唱

chroma　冷暖色

Cicero，Marcus Tullius　西塞罗

cinema music　电影音乐

Cinthio　钦提奥

class difference in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阶级性

classical　古典的

classical art　古典型艺术

classical form　古典式

Classical German Aesthetics　德国古典美学

classical music　古典音乐

Classic Art　《古典艺术》

classicism　古典主义

clew　线索

climax　高潮

close reading　细读法

close shot　近景镜头

close-up shot　特写镜头

close-up shot　近距摄影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The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cognitive function of art　艺术认识作用

Coleridge，Samuel Taylor　柯勒律治

collage　拼贴画法

collage music　镶贴音乐

collective unconscious　集体无意识

Collingwood，Robin George　科林伍德

color　色彩

Combination of Revolutionary Real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combination shot　合成镜头

comedy of menace　威胁戏剧

comic　喜剧性

comical disposition　喜剧性格

comic conflict　喜剧冲突

commodity aesthetics　商品美学

commonality in aesthetic taste　审美趣味共同性

common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共同性

commonality of beauty　美的共同性

commonsense　共通感

comparative aesthetics　比较美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比较文学杂志》

Compendium Musicae　《论音乐》

Compendium of Music　《论音乐》

complex　情结

complex image　复合意象

compliance　审美顺从

composition　布局

composition　构图

Comte，Auguste　孔德

conceive　构思

conception　立意

conceptual art　概念艺术

conceptualiztion　概念化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of the Plastic Arts to Nature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艺术中的精神》

concrete beauty　具象美

concrete music　具体音乐

concretization　具体化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La　《后现代状况》

conferring of the status of art，the　艺术授予说

confession　审美忏悔

Confessions　《忏悔录》

Confessionum　《忏悔录》

conflict　冲突408,

conformity　审美从众

Conscience critique，La 　《批评意识》

conservation　审美守旧

consonance　协和音程

construction　建构

constructivism　构成主义

contemplation　观照

contemplation　观审

Contemporary Soviet Aesthetics　苏联现代美学

content aesthetics，school of　内容美学派

content of beauty　美的内容

context　语境

contextualism　美的构造论

contour　轮廓

contrast　对比

contrast　对比色

controlled association　审美控制联想

convergent thinking　审美聚合思维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与爱克曼谈话录》

Cooke，Deryck　库克，D.

Cook，Theodore Andrea　库克，Th.A.

cool jazz　冷爵士

copy　临摹

Corneille，Pierre　高乃依

Corpus Areopagiticum　《阿烈奥帕吉特文集》

C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高特舍特

counterpoint　对位

courage and insight　胆识

Courbet，Gustave　库尔贝

Cousin，Victor　库辛

Craft of Fiction，The　《小说技巧》

Craig，Edward Gorden　克雷

creation of beauty　美的创造

creative aesthetics　创造论美学

creative design　电影美工

Creative Evolution　《创化论》

creative imagination　审美创造性想象

Creative Intuition in Art and Poetry　《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

creative process　创作过程

Critical Essay on Kant's Aesthetics　《康德美学批判》

Critical Forests，or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批评之林》

Critical History of Aesthetics　《美学批评史》

Cr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A　《近代美学史评述》

critical realism　批判现实主义

Critic and American Life，The　《批评家和美国生活》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批评与意识形态》

Criticism and Truth　《批评与真理》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荒野中的批评》

Criticism of Consciousness　《批评意识》

Critique de“L'École des femmes”，La 　《〈太太学堂〉的批评》

Critique et Vérité　《批评与真理》

Critique of “the for Wives”，the 　《〈太太学堂〉的批评》

Critique of Judgment　《判断力批判》

Croce，Benedetto　克罗齐

cry　哭

CSA/SCE　加拿大美学学会

cubism　立体派

Culler，Jonathan　卡勒

cultural aesthetics　审美文化学

cultural aesthetics of folklore　民俗审美文化学

cultural forms of art　艺术的文化形式

Curiosites Esthétiques　《美学探奇》

curiosity　审美好奇

Cusanus，Nicolaus　尼古拉（库萨的）

custom　审美习惯

cut and join　剪接

cut in/cut out　切入切出

cutting　剪辑

cybernetics aesthetics　控制论美学

D

dadaism　达达主义

Dahlhaus，Carl　达尔豪斯

dance composition　舞蹈构图

dance expression　舞蹈表情

dance figure　舞蹈形象

dance movement　舞蹈动作

dance performance　舞蹈表演

dance rhythm　舞蹈节奏

dancing figure　身段

Dante Alighieri　但丁

Darwin，Erasmus　达尔文

Das，ein“这一个”

da Vinci，Leonardo　达·芬奇

daydream　白日梦

De architecturai　《建筑十书》

decadentism　颓废主义

deconstruction　解构

déconstruction　解构

decorative beauty　装潢美

decorum　合式

defamiliarization　陌生化

Defence of Poetry，A　《为诗辩护》

degre zero l'ecriture，le　写作的零度

Delacroix，Eugène　德拉克洛瓦

De la grammatologie　《论文字学》

De la li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论文学》

Deleuze，Gilles　德勒兹

Della pittura　《论绘画》

de Man，Paul　德·曼

Democrius　德谟克利特

dependent beauty　依存美

depiction　描写

Derrida，Jacques　德里达

Descartes，René笛卡儿

Despréaux，Nicolas Boileau　布瓦洛

Dessoir，Max　德苏瓦尔

detail　细节

Deutscb，Eliot　多伊奇

Dewey，John　杜威

dhvani　特瓦尼

dialectical thinking　审美辩证思维

dialectic of revisionism，the　修正主义辩证术

Dialectics of Nature　《自然辩证法》

Dialog　对话

dialogue　对话

dialogue　对白

Dickie，George　迪基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哲学词典》

Diderot，Denis　狄德罗

dieu caché，le　隐秘的上帝

differance　缓别

différance　缓别

difference between crudeness and refinement，the　文野之分

difference in aesthetic taste　审美趣味差异性

difference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差异性

digital photography　数字摄影

Dilthey，Wilhelm　狄尔泰

dining room play　客厅剧

Dionysian spirit，the 狄奥尼索斯精神

Dionysische Geist，der　狄奥尼索斯精神

discours　话语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论方法》

discourse　话语

Discourse on Dramatic Poetry　《论戏剧艺术》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论科学与艺术》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论方法》

Discours sur la poesie dramatique　《论戏剧艺术》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论科学与艺术》

discovery of beauty　美的发现

discursive formation　话语形构

disgust　厌恶感

disinterestedness　无利害感

dissemination　播撒

dissémination　播撒

dissimilarity of nationality　民族差异

dissociation　审美分想

dissolve　化出化入

dissonance　不协和音程

distance　距离

distance shot　远景镜头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主要特征

divergent thinking　审美发散思维

doctrine of emanation　流溢说

doctrine of pathetic fallacy　情感误置说

doctrine of recollection　回忆说

documentary writing　纪实

dolly shot　推拉镜头

dominant　属音

double life两重生活

double printing　叠印701,

doubt　怀疑

drama　严肃剧

dramatic　戏剧性

Dramatic Technique　《戏剧技巧》

Dryden，John　德莱登

dualistic aesthetics　主客二元对立论美学

du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两重性

Dubos，Jean Baptiste　杜博斯

Dufrenne，Mikel 杜弗莱纳

D'un Réalisme Sans Rivages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Duns Scotus，John　邓斯·司各脱

Dürer，Albrecht　丢勒

dynamic　动感

dynamical sublime　力学的崇高

dynamic formation　动力定型

dynamics　力的结构

dynamics　力度

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The　《文学反应动力学》

dynamic view　动观

Dynamisch-Erhabenen　力学的崇高

E

Eagleton，Terry　伊格尔顿

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　尼德兰美术

earth art　地景艺术

Eckhart，Meister　爱克哈特

eclectic hermeneutical aesthetics　折中主义解释学美学

eclecticism architecture　折中主义建筑

ecole de Paris　巴黎派

ecological aesthetics　生态美学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dschmid，Kasimir　埃德施米特

educative function of art　艺术教育作用

effect-history　效果历史

ego　自我

ego and non-ego　自我与非我

Ehrenzweig，Anton　埃伦茨维希

Eigenart des Asthetischen，Die 　《审美特性》

Einbildungskraft　想象力

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　《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

Einfühlung　移情作用

Einfühlungstheorie　移情说

either to please or to educate　寓教于乐

elan vital，l' 生命冲动

elegance　典雅

elegant taste　审美高尚趣味

Elements of Criticism　《批评的要义》

Eliot，Thomas Stearns　艾略特

elite art　精英文艺

Elucidations of Holderlin's Poetry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emancipation　解脱

emboss　浮雕

emotional abstraction　情感抽象

emotional dimension　审美情绪维度

emotional dimension　情感维

emotional education　情感教育

emotional expression　情感表现

emotional intensity　审美情绪强度

emotional judgment　审美情感判断

emotional logic　审美情绪逻辑

emotional overlapping　审美情绪交叉

emotional shift　审美情绪转换

emotional type　审美情绪类型

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　《音乐的情感与意义》

empathy　审美移情

empathy　感同身受

empathy　移情作用

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

empirical aesthetics　经验主义美学

Empson，William　燕卜荪

ending　结局

Endliches und Unendliches　有限与无限

End of Modernity，The　《现代性的终结》

endowment　禀赋

energetic beauty　振奋性的美

energische Schönheit　振奋性的美

Engels to Ferdinand Lassalle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Engels to Margaret Harkness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Engels to Minna Kautsky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enjoyment　极乐

enjoyment of beauty　美的享受

Enlightenment Aesthetics　启蒙运动的美学

Enneads,The　《九章集》

ensemble　重唱

ensemble　合奏

Entäusserung　外在化

entertaining function of art　艺术娱乐作用

enthusiasm　审美热情

entirety and unity　整一性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环境美学

environmental art　环境艺术

environmental beauty　环境美

environmental theatre　环境戏剧

Epicurean school　伊壁鸠鲁学派

epistemological aesthetics　认识论美学

épistémologie génétique，L'　《发生认识论原理》

equivalence　对等

Eriugena，Johannes Scotus　埃里金纳

Erjavec，Ales　艾尔雅维茨

Erläuterungen zu Hôlderlins dichtung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Das 　《体验与诗》

Erlösung　解脱

Erwartungshorizont　期待视野

Es　本我

espace littéraire，L'　《文学空间》

Essai critique sur l'esthétique de Kant　《康德美学批判》

Essais sur la peinture　《论画》

Essai sur la poesie epique　《论史诗》

Essay on Epic Poetry　《论史诗》

Essay on Man，An 　《人论》

Essay on Painting　《论画》

Essays on Musical Aesthetics　《音乐美学问题概论》

Essence of Aesthetic，The　《美学纲要》

Estetica Ce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　《美学原理》

Estetica Ce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　《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

Esthetics of Music　《音乐美学》

estrangement effect　间离效果

évolution créatrice，L'　《创化论》

exaggeration　夸张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ver　潜移默化

existentialistic aesthetics　存在主义美学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实验美学

experimental film　实验电影

experimentalism　体验派

experimental theatre　实验戏剧

exposure　曝光

expressional school　表现派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戏剧

Expressionism in Literature　《创作中的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us in der Dichtung　《创作中的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tic aesthetics　表现主义美学

expression theory of art，the　表现说

exterior shot　外景镜头

externalization　外在化

extroversion　审美外倾型

Eye and Mind　《眼与心》

F

facial make-up　脸谱

faculty of imagination　想象力

faculty of reason and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the　推理力与想象力

fade in/fade out　淡入淡出

falsetto　假声

familiar stranger　熟悉的陌生人

fancy　幻想

fantasy　审美幻想

fauvism　野兽派

features of beauty　美的特征

Fechner，Gustav Theoder　费希纳

feed back　反馈

Feeling and Form　《情感和形式》

feeling embodied in an object　使情成体

feminist aesthetics　女权主义美学

Fenollosa，Ernest Francisco　费诺罗莎

Feuerbach，Ludwig Andreas　费尔巴哈

Fichte，Johann Gottlieb　费希特

Ficino，Marsilio　费奇诺

fiction　虚构

Fiction and Repetition　《小说与重复》

fictitious history　虚构的历史

fictitious movements　虚拟动作

fictitiousness　虚拟

figurativeness　形象性

figurativeness of beauty　美的形象性

figure　音型

film ideology　电影意识形态

Filmkultúra　《电影美学》

film sound recording　电影录音

film thinking　电影思维

finality　符合目的说

Fine Arts Reduced to a Single Principle，The　《归结为一个统一原则的　美的艺术》

fine della modernita，La　《现代性的终结》

finite and the infinite，the　有限与无限

flashback　倒叙

flash back　闪回

flat character　扁平人物

Flemish art　佛兰德斯美术

Florence school　佛罗伦萨派

fluidity of beauty　美的发展性

fluxus　激浪

folk rock　民谣摇滚

footwork　步法

formal aesthetics，school of　形式美学派

formal beauty　形式美

formal drive　形式冲动

formalism　形式主义

formalist aesthetics　形式主义美学

formations discursives　话语形构

Form in Gothic　《哥特艺术的形式》

form of beauty　美的形式

form of exchange value　交换价值形态

form of life　生命形式

Formprobleme der Gotik　《哥特艺术的形式》

Formtrieb　形式冲动

formulariztion　公式化

Forster，Georg　福斯特

forum theatre　论坛戏剧

Foucault，Michel　福柯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美学基础》

Foundations of General Science of Art，The　《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

found-object art　现成品艺术

Four Books on Human Proportion　《人体比例研究》

four-causes theory in aesthetics，the　美的四因说

Fragments on the Phenomenololgy of Music　《音乐现象学片断》

frame-freeze shot　定格镜头

Frankfurt school of aesthetics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

Frazer，James George　弗雷泽

free association　审美自由联想

free beauty　自由美

free form　自由的形式

free play　自由游戏

freie Schönheit　自由美

freie Spiel　自由游戏

French structuralistic aesthetics　法国结构主义

Freud，Sigmund　弗洛伊德

from bottom to top　自下而上

Fromm，Erich　弗罗姆

from top to bottom　自上而下

Fry，Northrop　弗莱，N.

Fry，Roger Eliot　弗莱，R.

full of vitality　生气灌注

full shot　全景镜头

functionalistic architecture　功能主义建筑

function of art　艺术功能

function of beauty　美的功能

Function of Criticism，The　《批评的功能》

fusion of horizons　视界融合

futurism　未来主义

Futurist Manifesto　《未来主义宣言》

G

Gadamer，Hans-Georg　伽达默尔

gait/stage walk　台步

Gandhara art　犍陀罗艺术

gang of four of structuralism par excellence　结构主义前四子

garbage mattes　活动遮片镜头

Gatz，Felix Maria　伽茨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Die　《悲剧的诞生》

gegenwärtige Stand der experimentellen Ästhetik，Der 　《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

Geiger，Morietz　盖格尔

Gemeinsinn　共通感

Gemütszustand　心意状态

general artistic science　一般艺术学

generalization　概括化

general theories of art　艺术学

genera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审美发生

generation of art　艺术发生

genetic aesthetics　发生学美学

Genette，Gerard　热奈特

géno-texte　生成文本

genre　体裁

genre　戏剧体裁

German Ideology，The　《德意志意识形态》

Geschichte der bildenden Künste bei den Alten，Die　《古代造型艺术史》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　《古代艺术史》

Geschmacksurteil　鉴赏判断

Gesellschaft，Literatur，Lesen　《社会—文学—阅读》

Gespräche mit Eckermann　《与爱克曼谈话录》

Gestalt psychology aesthetics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gesture　姿态

Gilbert，Katherine　吉尔伯特

Gilson，Etienne　吉尔松

Goethe，Johann Wolfgang　歌德

gold and blue painting　金碧

Golden Bough，The　《金枝》

golden section　黄金分割

Goldmann，Lucien　戈德曼，L.

Goldner，Felix　伽茨

Gombrich，Ernst Hans Josef　贡布里希

Goodman，Nelson　戈德曼，N.

gospel music　灵歌

Gothic　哥特式

grace　优美

gradual enlightenment　审美渐悟

Gramsci，Antonio　葛兰西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The　《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

Grecian　希腊式

Greimas，Algirdas Julien　格雷马斯

Griffin，David Ray　格里芬

Groos，Kari　谷鲁司

Grosse，Ernst　格罗塞

Grosseteste，Robert　格罗斯泰斯特

Groteske Seine Gestaltung in Dichtung und Malerei，Das　《语言的艺术作品》

grotesque　怪诞

grotesque beauty　狞厉美

Grotesque in Art and Literature，The　《语言的艺术作品》

grotesque realism　怪诞现实主义

Grounds of Criticism in Tragedy，The　《悲剧批评的基础》

Grundbegriffe der Poetik　《诗学的基本概念》

Grundlegung der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普通艺术科学的基础》

Guarini，Giovanni Battista　瓜里尼

guest actor　客串

Guyau，Jean Marie 居约

H

Habermas，Jürgen　哈贝马斯

Halm，August Otto　哈尔姆

Hamburg Dramaturgy　《汉堡剧评》

Hamburgische Dramaturgie　《汉堡剧评》

Hanslick，Eduard　汉斯立克

happening art　偶发艺术

happenings　偶发艺术

Harap，Louis　哈拉普

harmony　和谐

harmony　和声

Hartman，Geoffrey　哈特曼，G.

Hartmann，Karl Robert Eduard von　哈特曼，E.

Hauser，Arnold　豪塞尔

hazy beauty　朦胧美

heavy metal　重金属摇滚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Heidegger，Martin　海德格尔

Heine，Heinrich　海涅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Herbart，Johann Friedrich　赫尔巴特

Herder，Johann Gottfried　赫尔德

hermeneutic aesthetics　解释学美学

hermeneutic circle　解释学循环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hermeneutische Ästhetik　解释学美学

hermeneutischer Zirkel　解释学循环

Heroenzeit　英雄时代

heroic age　英雄时代

Heteronomie-aethetik　他律美学

hidden god，the　隐秘的上帝

hideosity　丑恶

highest object　至高对象

high hat shot　仰摄镜头

high key picture　高调照片

Hildebrand，Adolf von　希尔德布兰德

hints　伏笔

hip-hop　嘻哈乐

Hippias Major　《大希庇阿斯篇》

Hirn，Yrjö希尔恩

Hirsch，Eric Donald　赫什

Hirt，Luiqi　希尔特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英国文学史》

historical view of aesthetics　美学的历史的观点

History of Aesthetics，A　《美学史》589,

History of Ancient Art　《古代艺术史》

History of Ancient Plastic Arts，The　《古代造型艺术史》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西方艺术批评史》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史》

history of Japanese aesthetics　日本美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西方美学史

Hobbes，Thomas　霍布斯

höchste Gegenstand，der　至高对象

Hogarth，William　荷迦兹

Holland，Norman　霍兰德

Homo Aestheticus: an Invention of Judgment in the Democratic Age　《审美人》

Homo Aestheticus L'invention du goût à l'âge démocratique　《审美人》

Horatius Flaccus，Quintus　贺拉斯

horizon　视野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期待视野

Horizont　视野

Horizontverschmelzung　视界融合

horror and compassion　恐惧与怜悯

Hostinski，Otakar　霍斯廷斯基

Hugh of Saint Victor　雨果（圣维克多的）

Hugo，Victor Marie　雨果

humanism　人文精神

humanistic concern　人文关怀

humanization of environment　环境的人化

humanized nature　人化的自然

human-oriented aesthetics　以人为本美学观

Humboldt，Karl Wilhelm von　洪堡

Hume，David　休谟

humour　幽默

Hutcheson，Francis　哈奇生

I

IAA　国际美学委员会

Ich　自我

Ich und Nicht-Ich　自我与非我

id　本我

idea　理念

Ideal der Kunst　艺术理想

idealistic aesthetics　唯心主义美学

idealization　理想化

ideal of art　艺术理想

ideal of beauty　美的理想398,

Idee　理念

identification　审美自居

Identifikations muster　认同模式

ideological content　思想性

ideological production　意识形态生产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the　美学意识形态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The　《美学意识形态》

IIAA　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Illusion and Reality　《幻想与现实》

image　形象

image-mouvement，l'　运动影像

imagery intuition　形相直觉

images are far more than thoughts　形象大于思维

image-temps，l'　 时间影像

imaginaire　：Psych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de l'imagination，L' 　《想象心理学》

imaginal beauty　想象的美

imaginal thinking　审美意象思维

imagination　想象

imagination　形象思维

imagination　幻想力

imagism　意象派

imitation　艺术模仿

imitation　模仿

imitation theory　模仿说

immanent measure　内在的尺度

immediacy　直观性

implication　意蕴

implied reader　隐含的读者

implizite leser　隐含的读者

implosion　内爆

impressionism　印象派

impressionist music　印象主义音乐

impromptu　即兴

improvisation　即兴表演

inclination　倾向性

incremental pleasure　快感增量

in defense of the author　保卫作者

indeterminacy　未定性

Indian Ancient Aesthetics　印度古代美学

individuality　个性

individuality in aesthetic taste　审美趣味个体性

individu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个体性

individualization　个性化

infrared photography　红外线摄影

Ingarden，Roman　英伽登

Ingres，Jean-Auguste-Dominique　安格尔

innate idea　天赋观念

innere Nachahmung　内模仿说

inner sense　内在感官

inquiry　审美探究

inspiration　灵感

inspirational thinking　审美灵感思维

installation art　装置艺术

instant photography　一步成像摄影

instinct　本能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

integrative beauty　整体美

intellectual intuition　理智的直观

intellektuale Anschauung　理智的直观

intens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强度

intentionale Gegenstand　意向性客体

intentional fallacy　意图谬见

intentional object　意向性客体

interdependence of beauty and ugliness　美丑相共

interior monologue　内心独白

interior shot　内景镜头

internalization　内化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The　国际美学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Ankara　安卡拉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Athens　雅典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Berlin　柏林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Chiba，Tokyo　东京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Darmstadt　达姆施塔特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Lahti　拉赫底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Ljubljana　卢布尔雅那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Madrid　马德里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Montreal　蒙特利尔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Nottingham　诺丁汉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Paris　巴黎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Uppsala　乌普萨拉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Venice　威尼斯国际美学会议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　军械库展览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国际式建筑

internet literature　网络文学

Interpretation: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Criticism　《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The　《梦的解析》

intersection of emotions　审美情绪叠合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

Intersubjektivität　主体间性

intertextualité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　文本间性

interval　音程

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美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Dance　《生命的律动——舞蹈概论》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引论》

introspection　自省

introversion　审美内倾型

introversion and extraversion　内倾与外倾

Introversion und Extraversion　内倾与外倾

intuition as expression　直觉即表现

Intuition Créatrice dans l'art et dans la poésie，L'　《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

intuitionist aesthetics　直觉主义美学

intuition of aesthetic feeling　美感直观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An　《实践与反思》

irony　反讽

irregularity　参差

Isadora Duncan's Lecture on Dancing　《邓肯论舞蹈艺术》

Iser，Wolfgang　伊瑟尔

itinerants，the　巡回展览派

ivory tower　象牙之塔

J

JAE　《审美教育杂志》

Jakobson，Roman　雅各布森

James，Henry　詹姆斯

Jameson，Frederic　詹姆逊

Jarry，Alfred　雅里

Jauss，Hans Robort　尧斯

jazz　爵士乐

jocular　诙谐

Johnson，Samuel　约翰逊

jouissance　极乐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审美教育杂志》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The　《美学与艺术评论》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General Science of Art，The　《美学与普通艺术学杂志》

Jovellanos，Gaspar Melchor de　霍维利亚诺斯

judgment of taste　鉴赏判断

judgment of ugliness　审丑

Jung，Carl Gustav　荣格

K

Kālidāsa　迦梨陀娑

Kames，Hengry Home，Lord　卡姆斯

Kandinsky，Wassily　康定斯基

Kant，Immanuel　康德

Kayser，Wolfgang　凯塞尔

Kennick，William　肯尼克

key note　主音

kinetic movement　动态动作

kinetic sculpture　动态雕塑

klassische Kunst　古典型艺术

Klassische Kunst，Die　《古典艺术》

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　《戏剧小工具》

Koffka，Kurt　考夫卡

kollektive Unbewusste　集体无意识

Komplex　情结

Konflikt　冲突

Konkretisierung　具体化

Kontemplation　观审

Kracauer，Siegfried　克拉考尔

Kretzschmar，Hermann　克莱奇玛尔

Kristeva，Julia　克里斯蒂娃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判断力批判》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Ästhetik　《美学批评史》

Kritische Wälder，oder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des Schönen　《批评之林》

Kuhn，Helmut　库恩

Külpe，Oswald　屈耳佩

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艺术史的基本概念》

Kunst und Koexistenz　：Beitrag zu einer modernen marxistischen Ästhetik　《艺术与共处》

Kunstwerk der Zukunft，Das 　《未来的艺术作品》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Das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Kunstwollen　艺术意志

Kurth，Ernst　库尔特

L

Lacan，Jacques　拉康

laconicism　洗练

Lafargue，Paul 拉法格

Lalo，Charles　拉罗

land art　地景艺术

Langage cinématographique　《电影语言》

Langage et Cinema　《电影语言》

Lange，Konrad　朗格，K.

Langer，Susanne K. 苏珊·朗格

Language and Cinema　《电影语言》

Language and Myth　《语言与神话》

language and speech　语言与言语

Language of Art　：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Symbols　《艺术语言》

Language of Cinema，The　《电影语言》

Language of Music，The　《音乐语言》

langue et parole　语言与言语

Laocoön　《拉奥孔》

Laokoon　《拉奥孔》

art pour l'art，l'　为艺术而艺术

Laszlo，Ervin　拉兹洛

Late Roman Art Industry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laugh　笑

Laughter　《笑》

law of beauty　美的规律

Law of the Drama，The　《戏剧的法则》

Laws　《法律篇》

Lazarus，Moritz　拉扎鲁斯

lead a chorus　领唱

lebende Gestalt　活的形象

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　《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讲演和谈话录》

Lectures on Aesthetics　《美学讲话》

lecture symptomale　依据症候阅读

Lefebvre，Henri　列斐伏尔

legato　连音

legible　可读的

legitimate prejudices　合法的偏见

legitime Vorurteile　合法的偏见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茨

leitmotif　主导动机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

Leo Tostoy as the Mirro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莱辛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Letters on Dancing and Ballets　《舞蹈和舞剧书信集》

Lettres sur la danse et sur les ballets　《舞蹈和舞剧书信集》

Leviathan　《利维坦》

Levi-Strauss，Claude　列维斯特劳斯

Lewis，Clarence Irving　刘易斯

libido　力比多

life-will　生命意志

light crimson tinged painting　浅绛

lightening　舞台灯光

lighting　电影照明

lighting　用光

Lindgren，Ernest　林格伦

linear perspective　线条透视

lines　台词

line，the　线条

linguistic beauty　语言美

Lipps，Theodor　里普斯

lisible　可读的

Lissa，Zofia　丽萨

Listowel，William Francis Hare　李斯托威尔

Literarische Kunstwerk，Das 　《文学的艺术作品》

literary and art appreciation　文艺鉴赏

literary beauty　文学美

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　文学生产方式

Literary Reveries　《文学的幻想》

Literary Work of Art，The　《文学的艺术作品》

Literature and Art Become the Torch of National Spirit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文艺批评

Literature of Their Own，A　《她们自己的文学》

little theatre movement　小剧场运动

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Italian Painters，Sculptors，and Architects，from Cimabue to Our Times　《绘画、建筑、雕塑大师列传》

living form　活的形象

Locke，John　洛克

Lodge，David　洛奇

Logical-Philosophical Treatise　《逻辑哲学论》

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逻辑哲学论》

logocentrism　言语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e　言语中心主义

Loi du Theatre，La　《戏剧的法则》

Longinus　朗吉弩斯

long shot　长镜头

lost　审美自我失落

Lotze，Rudolf Hermann　洛采

low key picture　低调照片

Lucretius Carus，Titus　卢克莱修

ludicrous　滑稽

Lukács György　卢卡奇

Lyotard，Jean-François　利奥塔

M

Macdonald，Morgart　麦克唐纳

Macherey，Pierre　马舍雷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The　《阁楼上的疯女人》

Maeterinck，Maurice　梅特林克

magic realism　魔幻现实主义

magnificence　壮美

main tune　主旋律

make-up　化妆

mammon art　拜金艺术

Manifesto dei Pittori Futuristi　《未来主义画家宣言》

Manifesto del Futurismo　《未来主义宣言》

Manifesto of Futurist Painters　《未来主义画家宣言》

Mannheim school　曼海姆乐派

Map of Deconstruction，A　《解构之图》

Map of Misreading，A　《误读图示》

Marcuse，Herbert　马尔库塞

Margolis，Joseph　马戈利斯

Marinetti，Filippo Thommaso　马里内蒂

Maritain，Jacques　马利坦

Marshall，Henry Rutgers　马歇尔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

Marxist aesthetics　马克思主义美学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mask　面具

Maslow，Abraham Harold　马斯洛

mass art　大众文艺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materialistic aesthetics　唯物主义美学

mathematical sublime　数学的崇高

Mathematisch-Erhabenen　数学的崇高

Matisse，Henri　马蒂斯

Maxims and Reflections of Goethe，The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Mazzoni，Jacopo　马佐尼

meaning　意蕴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意义与意思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视觉艺术的含义》

meaning potential　语义潜能

measure　尺度

measure of each species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sm　机械复制主义

mediating function of aesthetic image　审美意象中介功能

Medieval Aesthetics中世纪美学

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　《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

medium shot中景镜头

Mehring，Franz　梅林

mehrschichtige Gebilde　多层次构成

melody　旋律

melting beauty　熔炼性的美

Mendelssohn，Moses　门德尔松

mental conflict　审美心灵冲突

mental logic in aesthetics　审美心理逻辑

mental set　思维定势

mental state　心意状态

Meredith，George　梅瑞狄斯

Merleau-Ponty，Maurice　梅洛庞蒂

metaphor　隐喻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形而上学美学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形而上的慰藉

metaphysical painting　形而上派

metaphysical qualities　形而上质

metaphysischen Qualitäten　形而上质

metaphysischen Trost　形而上的慰藉

Method acting　方法派表演

Metz，Christian　麦茨

Meyerhold Speaks　《梅耶荷德谈话录》

Meyer，Leonard　迈尔

micrography　显微摄影

microtone music　微音程音乐

Miller，Arthur　米勒，A.

Miller，Hillis　米勒，H.

Milton，John　弥尔顿

mimesis　艺术模仿

Mimesis　《模仿论》

miniature shot　模型镜头

minimalism　简约音乐

Minturno，Antonio Sebastiano　明屠尔诺

mirror stage　镜像阶段

misreading　误读

mode　调式

model　原型

modèle actantiel　角色模式

modern architecture　现代派建筑

modern dance　现代舞

modernism　现代主义

modernity　现代性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Soul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Modern Painters　《近代画家》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西方近代美学

modification　审美文饰

modulation　转调

Molière　莫里哀

Monolog des Gefühl　感情独白

monologue　独白

monologue of feeling　感情独白

Montage　蒙太奇

montage photograph　剪辑照片

Montaigne，Michel de　蒙田

Montenegro，Feijooy　费霍蒙特内格罗

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孟德斯鸠

mood　审美心境

Moore，George Edward　摩尔

morality　道德感

More，Thomas　莫尔

morphological diffusion　审美同构弥散

motif　动机

mould　塑造

movement-image　运动影像

[image: ]
 ，Jan　莫卡洛夫斯基

multilayer structure formation　多层次构成

multiple exposure　多次曝光

Munro，Thomas　门罗

Münsterberg，Hugo　闵斯特贝尔格

Muratori，Lodovico Antonio　缪越陀里

Musical Aesthetics in Its Principal Currents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musical beauty　音乐美

musical theater　音乐剧

musica universalis　诸天音乐

Music In Society　：A Guide to the Sociology of Music　《音乐社会学导论》

MusikÄsthetik　《音乐美学》

Musik-Ästhetik in Ihren Hauptrichtungen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mysticism　神秘主义

mythème　神话素

mytheme　神话素

mythical thought　神话思维

mythische Denken　神话思维

Mythologies　《神话》

N

nabis，les　纳比派

Naegeli，Hans Georg　奈格里

naive　素朴的

naive beauty　素朴美

Napoli school　那波利乐派

narcissism　自恋

narration　叙述

narration interspersed with flashback　插叙

narrative perspective　叙事视角

narrative theatre　叙述体戏剧

narrative time　叙述时间

narratology　叙述学

narrator　叙述者

nationality　民族性

nationality in aesthetic taste　审美趣味民族性

nationaliztion　民族化

natural beauty　自然美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naturalistic aesthetics　自然主义美学

naturalness of beauty　美的自然性

nature　自然

Nature of Art，The　《艺术的本质》

Naumann，Manfred 瑙曼

necessity without concept　无概念的必然性

Negativität　否定性

negativity　否定性

neo-classical architecture　古典复兴建筑

neo-classical music　新古典主义音乐

neo-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452,

neo-Hegelian aesthetics　新黑格尔派美学

neo-humanistic aesthetics　新人文主义美学

neo-impressionism　新印象派

neo-naturalistic aesthetics　新自然主义美学

neo-plasticism　风格派

neo-Platonists　新柏拉图学派

neo-practical aesthetics　新实践美学

neo-realism　新现实主义

neorealism　新现实主义电影

neo-romanticism　新浪漫主义

neo-Thomistic aesthetics　新托马斯主义美学

neo-Viennese　新维也纳乐派

Netherlandish school　尼德兰乐派

Neue musikalische Theorien und Phantasien　《新音乐理论与幻想》

Neue Sachlichkeit　新客观派

neue Sensibilität　新感性

new construction movement　新建筑运动

New Essays of Musical Aesthetics　《音乐美学新稿》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人类理智新论》

new German cinema　新德国电影

New Left Review　《新左派评论》

New Literary History　《新文学史杂志》

new media art 新媒体艺术

New Musical Theories and Fantasies　《新音乐理论与幻想》

new objectivity　新客观派

new objectivity　新即物主义音乐

New Science　《新科学》

new sensibility　新感性

new wave　新浪潮电影

Niektóre zagadnienia estetyki muzycznej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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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美学问题》

Nietzsche　《尼采》

Nietzsche，Friedrich　尼采

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s　十九世纪西方美学

noise　噪音

non-fiction　反虚构

Northrop Frye o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 Collection of Review Essays　《弗莱论文化与文学》

nostalgia　审美怀旧

Notebooks　《笔记》

Notwendigkeit ohne Begriff　无概念的必然性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人类理智新论》

Nowe szkice z estetyki muzycznej　《音乐美学新稿》

O

objectification　对象化

objectification　物化

objectification of human being　人的对象化

objective shot　客观镜头

objectivity of beauty　美的客观性

obligato　助奏

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ime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oeil et l'esprit，L'　《眼与心》

Of Beauty　《论美》

off-screen voice　画外音

Of Grammatology　《论文字学》

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论审美趣味的标准》

ohne alles Interesse　无利害感

On Architecture　《建筑十书》

On Canon　《论法规》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论解构》

O'Neill，Eugene　奥尼尔

On Literatur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Social Institutions　《论文学》

On Nai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　《论素朴诗和感伤诗》

On Nature　《论自然》

On New Democracy　《新民主主义论》

On Painting　《论绘画》（阿尔贝蒂）

On Russian Novelette and Gogol's Novelette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　《审美教育书简》

On the Beautiful in Music　《论音乐的美》

On the Optical Sense of Form　《视觉的形式感》

On the specificity of music　《论音乐的特殊性》

On the Sublime　《论崇高》

ontological aesthertics　本体论美学

Ontology of the Work of Arts，The　《艺术存在论》

OP art　奥普艺术

O poznawaniu [image: ]
 literackiego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opposite　逆反

oppositions binaires　二元对立

optical effect art　光效应艺术

orchestic beauty　舞蹈美

orchestration　配器

organic architecture　有机建筑

organic form　有机形式

Oriental Aesthetics　东方美学

original beauty　本原美

Originalität　独创性

originality　独创性407,

originality of beauty　美的独创性

original performance　本色表演

origin of art　艺术起源

Origin of Art: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nquiry　《艺术的起源》

origin of beauty　美的起源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The　《艺术作品的本源》

ornamental beauty　雕饰美

ornamental quality　装饰性

ornaments　装饰音

orphism　奥费主义

Ortega y Gasset，José奥尔特加·加塞特

Osborne，Harold　奥斯本

O specyfice muzyki　《论音乐的特殊性》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Art　《艺术哲学大纲》

Out of My Life: Poetry and Truth　《诗与真》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牛津诗歌讲义》

P

paint from nature　写生

Panofsky，Erwin　帕诺夫斯基

panorama shot　摇摄镜头

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　演员的矛盾

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　《谈演员》

paradox of the actor　演员的矛盾

Paradox of the Actor　《谈演员》

para-theatre　类戏剧

Parker，Dewitt Henry　帕克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Party spirit　党性

Pascal，Blaise　帕斯卡

passion　审美激情

passion　激情

Pater，Walter Horatio　佩特

pathos　情致

Pathos　情致

patterns of beauty　美的形态

patterns of identification　认同模式

Patterns of Intention　：On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Pictures　《意图的模式》

penetrated-sculpture　透雕

Pepper，Stephen Coburn　佩珀

perceptible beauty　感觉的美

perfection of sensuous cognition　感性认识的完善

perform　表演

performance art 行为艺术

period　乐段

person and state　人本身与状态

personification　拟人

Person und Zustand　人本身与状态

perspective　视角

perspective　透视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现象学美学

Phénoménologie de l'expérience esthétique　《审美经验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The　《审美经验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reading　阅读现象学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哲学词典》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A　《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

philosophical meaning　哲理性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 on Some Requirements of the Poem　《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

Philosophie de l'art　《艺术哲学》

Philosophie der Kunst　艺术哲学

Philosophie der Kunst　《艺术哲学》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新音乐的哲学》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哲学新解》

philosophy of art　艺术哲学

Philosophy of Art　《艺术哲学》

Philosophy of Art，The　《艺术哲学》597,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The　《艺术史的哲学》

philosophy of beauty　美的哲学

Philosophy of Modern Art，The　《现代艺术哲学》

Philosophy of New Music　《新音乐的哲学》

Philostratus，Lucius Flavius　斐罗斯屈拉特

photographic beauty　摄影美

photographic composition　摄影构图

photo-montage　照片剪裁

photo realism　照相现实主义

phrase　乐句

physical beauty　人体美

Physiological Aesthetics　《生理学美学》

physiology of aesthetics　美学生理学

Piaget，Jean　皮亚杰

Pico della Mirandola，Giovanni　皮科

pictorial beauty　绘画美

plaisir　快乐

plastic beauty　造型美

plastic device　银幕造型

Plato　柏拉图

play　游戏

play drive　游戏冲动

Play Making　：A Manual of Craftsmanship　《剧作法》

play of Animals，The　《动物的游戏》

Play of Man，The　《人类的游戏》

pleasure　快乐

pleasure objectified　客观化的快感

plot　情节

Plotinus　普洛提诺

Plutarchus，Lucius Mestrius　普鲁塔克

poetica logica　诗的逻辑

poetic logic　诗的逻辑

Poetics　《诗学》

Poetics of Music　《音乐诗学六讲》

Poétique Musicale　《音乐诗学六讲》

Poetry and Experience　《体验与诗》

pointillism　点描主义

pointillism　点描法音乐

point-of-view　视点

points of indeterminacy　不确定点

Political Unconscious，The　《政治无意识》

Polyclitus　波里克勒特

polyphone Harmonie　复调和声

polyphonic harmony　复调和声

polyphony　复调

poor theatre　贫困戏剧

pop art　波普艺术

Pope，Alexander　蒲柏

popular art　通俗文艺

populariztion　大众化

popular music　流行音乐

portamento　滑音

post aesthetics　后美学

post-analytic aesthetics　后分析美学

post-impressionism　后印象派

post-modern aesthetics　后现代美学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The　《后现代状况》

post-modernism　后现代艺术

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后实践美学

post-structuralistic aesthetics　后结构主义美学

Poulet，George　布莱

Pound，Ezra Loomis　庞德

Pour une sociologie du roman　《小说社会学》

Pour un réalisme du ⅩⅩe siecle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

pouvoir　权力

power　权力

power of judgment　判断力

practical aesthetics　实践美学

practical aesthetics　实践观点的美学

pragmatist aesthetics　实用主义美学

Prague school　布拉格学派

prästabilierte Harmonie　预定和谐

preconsciousness　前意识

pre-established harmony　预定和谐

Préface de Cromwell 　《〈克伦威尔〉序言》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Preface to Cromwell 　《〈克伦威尔〉序言》

prelude　序幕

pre-Raphaelites　拉斐尔前派

presence在场

présence在场

Present Status of Experimental Aesthetics，The　《关于实验美学的现状》

pre-understanding　前理解

primary and secondary　主次

primary imagination　第一性想象

primordial image　原始意象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艺术史的基本概念》

Principles of Art，The　《艺术原理》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The　《发生认识论原理》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The　《文学批评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The　《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uniformity　整一律

priori affectif，a　情感先验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The　《语言的牢笼》

Problem der Form in der bildenden Kunst，Das　《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 contemporaine，Les　《当代美学问题》

Problem of Form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The　《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

Problems of Art　《艺术问题》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The　《当代美学问题》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productive attitude　生产性态度

productive love　生产性的爱

Produktionstheorie von Kunst　艺术生产论

produktive Haltung　生产性态度

proportion　比例

prosaic age　散文气味的时代

prosaische Zeit　散文气味的时代

pruning　剪裁

pseudo-statement　拟陈述

“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　《作为艺术要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

Psychoanalysis of Artistic Vision and Hearing: An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Unconscious Perception，The　《艺术视觉与艺术听觉的心理分析》

psychoanalytic aesthetics　精神分析美学

psychoanalytic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理论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in aesthetics　审美心理活动

psychological aesthetics　心理学美学

psychological balance　审美心理平衡

psychological block　审美心理障碍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审美心理补偿

psychological form in aesthetics　审美心理形式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审美心理失衡

psychological mode　心理型作品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aesthetics　审美心理过程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审美逆反

psychological state　审美心理态势

psychological threshold　审美心理阈限

psychologie de l'enfant，La　《儿童心理学》

psychology of art　艺术心理学

psychology of art appreciation　文艺鉴赏心理学

psychology of artistic creation　文艺创作心理学

Psychology of Art: Past，Present，Future，The　《艺术心理学》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The　《想象心理学》

psychology of reception　接受心理学

Psychology of the Child，The　《儿童心理学》

public art 公共艺术

pulchritudo adhaerens　依存美

pulchritudo vaga　自由美

punk　朋克摇滚

pure cinema　纯电影

purely intentional object　纯意向性对象

pure object　纯粹客体

pure subject　纯粹主体

purposiveness without a purpose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put the political criterion first and the artistic criterion second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eans　毕达哥拉斯学派

Q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什么是文学》

quasi-subject　类主体

quasi-sujet　类主体

Querelle des Ancients et des Modernes　古今之争

Qu'est-ce que le cinéma　《电影是什么》

Qu'est-ce que le Surréalisme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Quintilianus，Marcus Fabius　昆体良

R

Racine，Jean Baptiste　拉辛

ragtime　拉格泰姆

Rank，Otto　兰克

Ransom，John Crowe　兰色姆

rap说唱乐

RAPP　拉普派

rasa　拉撒

rational intuition　理性直觉

rationalist aesthetics　理性主义美学

Raumasthetik　《空间美学》

Raumkünst　空间艺术

räumliche Form　空间形式

Read，Herbert　里德

realism　现实主义

Realis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

realistic performance　写实派表演

reason　理性

Reason in Art　《艺术中的理性》

receptive aesthetics　接受美学

recognition　审美认同

refinement提炼

refining提炼

reflection　反思

reflective judgment　反思判断力

reflektierende Urteilskraft　反思判断力

reggae　雷鬼

Reid，Louis Arnaud　瑞德

reine Objekt　纯粹客体

reine Subjekt　纯粹主体

relative beauty　相对美

relative beauty　实在美

relativ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相对性

relativity of beauty　美的相对性

releasing of surplus vigor　过剩精力发泄说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The　《美的现实性》

relief image　浮雕叠印

Reminiscences　《回忆录》

Renaissance Aesthetics　文艺复兴时期美学

Renaissance，The　《文艺复兴》

Renaissant style　文艺复兴式

repentance　审美忏悔

repression　压抑

reprise　重奏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　审美再造性想象

Republic　《理想国》

retour a la nature　返归自然

return to nature　返归自然

reverse shot　倒摄镜头

reverse thinking　审美逆向思维

revivalism architecture　复古主义建筑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La　《诗歌语言的革命》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诗歌语言的革命》

Reynolds，Joshua　越诺尔兹

RezeptionsÄsthetik　接受美学

Rhetoric　《修辞学》

rhetoric　修辞

Rhetoric of Fiction，The　《小说修辞学》

rhymed beauty　韵律美

rhythm　节奏感

rhythm　节奏661,

Rhythm and Blues　节奏与布鲁斯

rhythmic beauty　节奏美

Richards，Ivor Armstrong　瑞恰兹

Ricoeur，Paul　利科

Riegl，Alois　李格尔

Rire，Le 　《笑》

rock music　摇滚乐

rococo　洛可可式

Rodin，Auguste　罗丹

role awareness　审美角色意识

Romanesque　罗马式

Roman ordines　古典柱式

romantic　浪漫的

romantic architecture　浪漫主义建筑

romantic art　浪漫型艺术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浪漫派

Romantic School，The　《论浪漫派》

romantische Kunst　浪漫型艺术

Romantische Schule，Die　《论浪漫派》

rondo　回旋曲式

Ronsard，Pierre de　龙萨

Rorty，Richard McKay　罗蒂

Rosenkranz，Johann Karl Friedriedrich　卢森克兰茨

Rough Draft of A Resolution on Proletarian Culture　《论无产阶级文化》

round character　圆形人物

round-sculpture　圆雕

Rousseau，Jean Jacques　卢梭

rules　规则

Ruskin，John　罗斯金

Russian formalist aesthetics　俄国形式主义美学

S

Saavedra，Miguel de Cervantes　塞万提斯

sadharanya　萨塔拉尼亚

Said，Edward W. 赛义德

Sainte-Beuve，Charles Augustin　圣伯夫

Saint-Evremend　圣·艾弗诺蒙

Salons　《沙龙》

Sām·khyakārikā　《数论颂》

Sām·khyasūtra　《数论经》

Santayana，George　桑塔亚那

Sarcey，Francisque　萨赛

Sartre，Jean-Paul　萨特

satire　讽刺

saturation　饱和度

Scaliger，Julius Caesar　斯卡里格

scene　场面

scenery shot　空镜头

Schaff，Adam　沙夫

Schasler，Max　夏斯勒

Schein　外观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谢林，F.W.J.

schema　纲要图式

Schema　纲要图式

schematisierte Ansichten　图式化外观层

schematized aspects　图式化外观层

Schenker，Heinrich　申克尔

Schering，Arnold　谢林，A.

Schillerian style　席勒式

Schiller，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席勒

Schlegel，August Wilhelm von　施勒格尔，A.W.

Schlegel，Friedrich von　施勒格尔，F.

Schleirmacher，Friedrich Daniel Ernst　施莱尔马赫

schmelzende Schönheit　熔炼性的美

Schönberg，Arnold　勋伯格

Schöne bestimmt sich dadurch als das 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das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schöne Denken　美的思维方式

Schönheit in Bewegung　动态美

Schönheitsideal　美的理想398,

Schopenhauer，Arthur　叔本华

Schütz，Alfred　舒茨

scientific beauty　科学美

Scienza Nuova　《新科学》

scriptible　可写的

sculptural beauty　雕塑美

secondary imagination　第二性想象

second nature　第二自然

seeking common ground in aesthetic judgment　审美求同

seeking differences in aesthetic judgment　审美求异

seeking novelties in aesthetic judgment　审美求新

Selbständigkeit　独立自足

Selbstgefühl　自我价值感

self-adjustment　审美自我调节

self-ashamed　自惭

self-consciousness　审美自我意识

self-contempt　自卑

self-creation of man，the　人的自我创造

self-expansion　审美自我扩张

self-presentation　审美自我表现

self-preservation and inter-communication　自我保全与相互交往

self-realization　审美自我实现

semantic aesthetics　语义学美学

semiotic aesthetics　符号论美学

semiotic square　语义方阵

Seneca，Lucius Annaeus　塞涅卡

sense　敏感

sense of absurdity　荒诞感

sense of antiquity　陈旧感

Sense of Beauty，The　《美感》

sense of confusion　迷茫感

sense of emptiness　虚无感

sense of form　形式感

sense of gracefulness　优美感

sense of haziness　朦胧感

sense of loss　空幻感

sense of material　质感

sense of mystery　神秘感

sense of novelty　新颖感

sense of pain　痛感

sense of pleasure　快感

sense of quantity　量感

sense of reverence　敬畏感

sense of sculpture　雕塑感

sense of self-worth　自我价值感

sense of sexual appeal　性感

sense of shape　形体感

sense of space　空间感

sense of sublimity　崇高感

sense of the comedic　喜感

sense of the tragic　悲感

sense of ugliness　丑感

sense of wholeness　整体感

sensuous drive　感性冲动

sensuous intuition　感性直觉

sentimental　感伤的

sentimentalism　感伤主义

sequence　模进

sequential narration　顺序

serene beauty　静穆美

series picture　专题照片

serious art　严肃文艺

serious play　严肃剧

serpentine line　蛇形线

serve for contrasting effect　衬托

Sextus Empiricus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性别/文本政治》

sexual consciousness　性意识

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1st Earl of　夏夫兹博里

Shakespeare，William　莎士比亚

Shakespearization　莎士比亚化

shame　羞耻感

Shelley，Percy Bysshe　雪莱

Shestov，Leon　舍斯托夫

shock effect　惊颤效果

Short Organum for the Theatre，A　《戏剧小工具》

shot　镜头

Sidney，Philip　锡德尼

Significance of Art，The　《艺术的意味》

significant form　有意味的形式

Silence　《无言》

silence of the text　文本的沉默

simbolische Kunst　象征型艺术

Simonson，Lee　西蒙生

simplification　简化

single frame shot　逐格镜头

single image　单一意象

Sinn　敏感

sinnliche Trieb　感性冲动

situation　情境393,

situation of play　戏剧情境

Skeptics　怀疑学派

sketch　素描

slow-motion shooting　慢动作镜头

socialist realism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sociality　社会性

sociality of beauty　美的社会性

Social Roots of the Arts　《艺术的社会根源》

societa trasparente，La　《透明的社会》

Society，Literature，Reading　《社会—文学—阅读》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社会学美学

sociology of art　艺术社会学

Sociology of Art，The　《艺术社会学》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ft films,the　软性电影

soft sculpture　软雕塑

solemn and stirring　悲壮

Solger，Karl Wilhelm Ferdinand 索尔格

solo　独唱

solo　独奏

Some of the Issues of Musical Aesthetics in the Light of Joseph Stalin's Articles about Marxism in Linguistics　《音乐美学问题》

sonata　奏鸣曲式

Sophists　智者学派

soul music　灵魂乐

sound effect　音响效果

sound to sound　混合录音

source material　素材

Souriau，Etienne　苏里奥

Soziologie der Kunst　《艺术社会学》

space music　空间音乐

Space of Citerature，The　《文学空间》

spatial arts　空间艺术

spatial form　空间形式

Spätrömische Kunstindustrie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spectacle-borrowing　借景

Speech Greeting the Fourth Congress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rtists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Spencer，Herbert　斯宾塞

Spiel　游戏

spiele der Menschheit，Die 　《人类的游戏》

Spiele der Tiere，Die 　《动物的游戏》

Spielraum　游移视点

Spieltrieb　游戏冲动

Spinoza，Baruch　斯宾诺莎

spirit of the time　时代精神

spiritual beauty　灵魂美

spiritual crisis　精神危机

split-screen shot　多画面

Sprache und Mythos　《语言与神话》

staccato　顿音

stage arts　舞台美术

stage du miroir　镜像阶段

stage pose　亮相

stage property　道具

stage settings　布景

Stanislavski's system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Sta　竘，Germaine de　斯达尔夫人

Stendhal　司汤达

stereographic cinematography　立体摄影

stereotypy　类型化

Stockhausen，Karlheinz　施托克豪森

Stoics　斯多亚学派

Stravinsky，Igor　斯特拉文斯基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意识流派

street dance　街舞

stress　重音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structuralistic aesthetics　结构主义美学

structure　结构

structure des mythes　神话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　情感结构

structure of myth　神话结构

Structure of the Novel，The　《小说的结构》

Stubborn Structure　：Essays on Criticism and Society，1962—1968，The　《顽强的结构》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圣像学研究》

style　程式

style　戏剧风格

style criticism　文体批评

stylized movements　程式动作

stylized performance　程式化表演

subconsciousness　审美潜意识

subject　主题

subjective aesthetics　主体论美学

subjective shot　主观镜头

subjectivity　主体性

subjectivity of beauty　美的主观性

subjectivity of beauty　美的主体性

subject matter　题材

subject of artistic production　艺术生产主体

Subjektivität　主体性

sublimation　升华

sublime　崇高

Sublimierung　升华

submarine shot　水下镜头

Substantialität　实体性

substantiality　实体性

sub-text　潜台词

sudden enlightenment　审美顿悟

sudden glory　突然荣耀感

Sudraka　首陀罗迦

Sulzer，Johann Georg　祖尔策尔

Summa Theologiae　《神学大全》

superego　超我

superimpose　叠放

super realism　照相现实主义

suprematism　至上主义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派

Susanne K. Langer　苏珊·朗格

suspense　悬念

swing music　摇摆爵士

symbol　象征

Symbol der Sittlichkeit　道德的象征

symbolic art　象征型艺术

symbolism　象征主义

symbolism　象征主义戏剧

symbolisme sympathique　同情的象征主义

symbol of morality　道德的象征

symbosis theory in aesthetics　美的共生说

symmetry　对称

sympathetic symbolism　同情的象征主义

sympathy　共鸣

Symposium　《会饮篇》

symptomatic reading　依据症候阅读

symptoms of the aesthetic　审美征候

synaesthesia　审美通感

syncopation　切分音

synthetic beauty　综合美

System der Ästhetik　《美学体系》

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System of Aesthetics，The　《美学体系》

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systems aesthetics　系统论美学

T

Tagtraum　白日梦

Taine，Hippolyte Adolphe　丹纳

Talk at the Eighth Congress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rtists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Talk to Music Workers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Tasso，Torquato　塔索

Tatarkiewicz，Wladyslaw　塔塔科维奇

technical beauty　技术美

technique　技巧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表现手法

technische Reproduzierbarkeit　机械复制主义

technological beauty　工艺美

temperament　气质

temporal arts　时间艺术

temporal spirit in aesthetic taste　审美趣味时代性

tendency　倾向

tension　张力

tension in poetry　诗的张力

text　文本

textbook of life　生活的教科书

texte　本文

texture　质感

Théâter et son Double，Le　《戏剧及其重影》

Theatre and Its Double　《戏剧及其重影》

Theatre of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民的戏剧》

theatre of cruelty　残酷戏剧

theatre of the absurd　荒诞戏剧

theatrical beauty　戏剧美

theatrical convention　戏剧假定性

theatrical illusion　戏剧幻觉

theme　主题

theme song　主题歌

theoretical anti-humanism　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Theory and Technique of Playwriting and Screenwriting，The　《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Theory of Aesthetic　《美学原理》

theory of aesthetic attitude　审美态度说

theory of aesthetic emotion　审美情感学

theory of aesthetic value　审美价值学

theory of art convention　艺术习俗论

theory of artistic production　艺术生产论

theory of artistic subject　艺术主体论

theory of beauty as relation　美在关系说

theory of catharsis　净化说

theory of characteristic　特征说

theory of cumulative emergence in aesthetics　美的多层累突创说

theory of cyclical movement　文学循环发展论

theory of dialogue　对话理论

theory of divine madness　迷狂说

theory of effectiveness　效用说

theory of empathy，the 移情说

theory of established beauty　美的既成论

theory of exercise through play　游戏练习说

Theory of Film: Character and Growth of a New Art　《电影美学》

Theory of Film　：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电影的本性》

theory of freedom in aesthetics　美在自由说

theory of generated beauty　美的生成论

theory of gestalt　同形说

theory of harmony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 aesthetics　美在主客体契合说

theory of harmony in aesthetics　美在和谐说

theory of inner imitation　内模仿说

theory of instincts　本能说

theory of interception　介入说

theory of irony　滑稽说

theory of labour　劳动说

theory of life in aesthetics　美在生命说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文艺学

theory of magic　巫术说

theory of mind in aesthetics　美在心说

theory of movement of lines　线形运动说

theory of object-as-image in aesthetics　美在物的形象说

theory of perfection　完善说

theory of pictograph　象形说

theory of play　游戏说

theory of poetic power　诗力说

theory of practice in aesthetics　美在实践说

theory of psychical distance　心理距离说

theory of relation in aesthetics　审美关系说

theory of rhetorical reading　修辞学阅读理论

theory of sexual desire sublimation　性欲升华说

theory of sharing　分享说

theory of speculum　镜子说

theory of substitution　代替说

theory of symbol　符号说

theory of sympathy　同情说

theory of the beauty is the life　美是生活论

theory of three elements　三要素说

theory of typicality in aesthetics　美在典型说

theory of value in aesthetics　美在价值说

there is no disputing about tastes　趣味无可争辩

this one，a“这一个”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阿奎那

threatening proletarian　叱咤风云的无产者

Three-dimensional sense　立体感

three-dimensional thinking　审美立体思维

three factors of beauty　美的三要素

Three Lectures on Aesthetics　《美学三讲》

time-image　时间影像

time-lapse shooting　延时镜头

Todorov，Tzvetan　托多罗夫

tonality　调性

tone　色调

tone　音调

tone　影调

tone perspective　影调透视

total theatre　总体戏剧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Novel　《小说社会学》

Toward Science in Aesthetics　《走向科学的美学》

trace　踪迹

tracking shot　移动摄影镜头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逻辑哲学论》

tragic　悲剧性

tragic conflict　悲剧冲突

tragic disposition　悲剧性格

traits distinctif　主要特征

transavantgarde　超前卫

transformation　变形

Transparent Society，The　《透明的社会》

transposition　移调

Trattato della pittura　《论绘画》

Traumdeutung，Die 　《梦的解析》

Treasure of the Humble，The　《卑微者的财富》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A　《论人性》

Treatise on Painting　《论绘画》

tremdo　震音

Trésor des humbles，Le　《卑微者的财富》

triangle of meaning　意义三角形

Trieb　本能

Truth and Method　《真理与方法》

truth put into the artwork，the 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s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

type　类型

typical character　典型

typical characters under typical circumstances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typical environment　典型环境

typicality　典型性

typification　典型化

U

Ü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　《艺术中的精神》

Über das optische Formgefühl　《视觉的形式感》

Über das Verhaltnis der bildenden Künste zu der Natur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审美教育书简》

Über-Ich　超我

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论素朴诗和感伤诗》

uglification　丑化

ugliness　丑

ugliness of the reality　现实丑

Unaddressed Letters　《没有地址的信》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Unbestimmtheit　未定性

Unbestimmtheitsstelle　不确定点

Unbewusste　无意识

unconscious　无意识

unconsciousness　无意识性

Understanding Brecht　《试论布莱希特》

unison　齐唱

unison　齐奏

unities of action，time and place，the　三一

律

unity of variety　多样统一

universality without concept　无概念的普遍性

Untersuchungen zur Ontologie der Kunst　《艺术存在论》

Upanisad　《奥义书》

Urbild　原始意象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Der 　《艺术作品的本源》

Urteilskraft　判断力

Utitz，Emil　乌提兹

Utwór muzyczny i sprawa jego [image: ]
 　《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

V

Valentine，C. W. 伏兰亭

Valéry，Paul Ambroise　瓦莱利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解释的有效性》

Valla，Lorenzo　瓦拉

variability in aesthetic perception　美感变易性

variable speed shot　变速镜头

variation　变奏

variation　变奏曲式

vasana　瓦莎纳

Vasari，Giorgio　瓦萨里

Vattimo，Gianni　凡蒂莫

Vega-Carpio，Lope Félix de　维加

Venice school　威尼斯派

Venice school　威尼斯乐派

Venturi，Lionello　文杜里

Verdrängung　压抑

Verfremdung　间离效果

Vergegenstandlichung der Menschen　人的对象化

Vergilius Maro，Publius　维吉尔

verisimilitude　诗的真实

Vernon Lee　浮龙·李

Versuche über Brecht　《试论布莱希特》

Vico，Giambattista　维科

victory of eternal justice　永恒正义的胜利

Viennese classics　维也纳古典乐派

Vier Bücher von menschlicher Proportion　《人体比例研究》

View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1847，A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virtual time　时间幻象

Vischer，Friedrich Theodor　费希尔，F.

Vischer，Robert　费希尔，R.

Vision and Design　《视觉与构图》

visionary mode　幻觉型作品

visual art 视觉艺术

visual beauty　视觉美

visualization　具象化

visualization　形象化

visual thinking　视觉思维

vital impulse　生命冲动

vite de'più eccellenti pittori，scultori，e architettori，Le　《绘画、建筑、雕塑大师列传》

Vitruvius Pollio，Marcus　维特鲁威

voice part　声部

Volkelt，Johannes　伏尔盖特

Vollkommenheit der sinnlichen Erkenntnis　感性认识的完善

volonté de savoir，la　求知意志

Voltaire　伏尔泰

Vom Musikalisch Schönen: ein Beitrag zur Revision der Ästhetik der Tonkunst　《论音乐的美》

von oben nach unten　自上而下

von unten nach oben　自下而上

Vorbewusste　前意识

Vorlesungen über Ästhetik　《美学讲话》

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　《美学讲演录》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精神分析引论》

Vorschule der Ästhetik　《美学导论》

Vorverstandnis　前理解

vraisemblance　诗的真实

vulgarity　俚俗

vulgar taste　审美低俗趣味

W

Wagner，Richard　瓦格纳

Wahrheit ins Werk gesetzt，die　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

Wahrheit und Methode　《真理与方法》

wanderers，the　巡回展览派

wandering viewpoint　游移视点

wandernde Blickpunkt　游移视点

wardrobe　戏服

wardrobe　行头

weakening　淡化

weed through the old and bring forth the new　推陈出新

Wellek，René韦勒克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Die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Weltanschauung　世界感

Welt Zustand und die Situation，der　一般世界情况和情境

Wesen der Kunst，Das　《艺术的本质》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s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What is Art　《艺术论》

What Is Art All About　《艺术的涵义》

What is Cinema　《电影是什么》

What is Literature　《什么是文学》

What is Surrealism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Wilde，Oscar　王尔德

Wille zum Leben　生命意志

Wille zur Macht，Der　《强力意志》

William of Auvergne　威廉（奥弗涅的）

William of Ockham　威廉（奥卡姆的）

Williams，Ramond　威廉斯

will to knowledge，the 求知意志

Will to Power，The　《强力意志》

Wimsatt，William　维姆塞特

Winckelmann，Johann　温克尔曼

wipe out/wipe in　划出划入

Wirkungeschichte　效果历史

wit　巧智

Witelo　维帖洛

Wittgenstein，Ludwig　维特根斯坦

Wolff，Christian　沃尔弗

Wölfflin，Heinrich　沃尔夫林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The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Work of Music and The Problem of its Identity，The　《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

World as Will and Idea，The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world circumstances and the situation，the　一般世界情况和情境

world of art　艺术世界

world view　世界感

Worringer，Wilhelm　沃林格

wrapping art　捆包艺术

write or paint realistically　写实

writerly　可写的

writing degree zero　写作的零度

Y

Yale Critics　耶鲁批评派

Z

Zeitkünst　时间艺术

Ziehen，Theodor　齐亨

Zimmermann，Robert von　齐默尔曼

Zola，E'mile　左拉

zooming shot　变焦距镜头

Zweckmässigkeit　符合目的说

Zweckmassigkeit ohne Zweck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二）

A


Асмус
 ，Валентин
 Фердинандович
 　阿斯穆斯


Б



Бахтин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巴赫金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别林斯基


Борев
 ，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鲍列夫


Булга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布尔加柯夫


Буров
 　布罗夫


В



Ванслов
 ，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万斯洛夫


Взглядна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1847 года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Выготский
 ，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维戈茨基


Г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赫尔岑


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
 　高尔基


Гулыга
 ，Арсен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古雷加


Д



Давыдов
 　达维多夫


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杜勃罗留波夫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陀思妥耶夫斯基


Е



Егоров
 ，Анатолий
 Григоръевич
 　叶果罗夫


З



Зись
 ，Авнер
 Яковлевич
 　齐斯


И



Искусство
 и
 обш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艺术与社会生活》


К



Каган
 ，Моисей
 Самойлович
 　卡冈


Кандин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ъевич
 　康定斯基


Кремлев
 ，Ю
 ．　克列姆辽夫


Л



Леонтье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列昂吉耶夫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мечтания
 　《文学的幻想》


Лифшип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црович
 　里夫希茨


Ломонос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罗蒙诺索夫


Лосев
 ，Алексей
 Фёдорович
 　洛谢夫


Лотман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洛特曼


Луначарский
 ，A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卢那察尔斯基


М



Мейерхольд
 ，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梅耶荷德


Мейерхольд
 говорит
 （1934—1939）　《梅耶荷德谈话录》


Мейлах
 ，Борис
 Соломонович
 　梅拉赫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梅列日科夫斯基


Н



Недошив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涅多希文


О



Овсянников
 ，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奥夫相尼科夫


О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
 ．Гоголя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


Очерк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узыкальной
 эстетики
 　《音乐美学问题概论》


П



Письма
 безадреса
 　《没有地址的信》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普列汉诺夫


Потебня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波捷勃尼亚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Пропп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普洛普


Пудовкин
 ，Всеволод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普多夫金


Р



Работа
 актера
 над
 собой
 　《演员自我修养》


С



Соловьё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索洛维约夫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Столович
 ，Леонид
 Наумович
 　斯托洛维奇


Стравинский
 ，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斯特拉文斯基


Т



Театр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中国人民的戏剧》


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托尔斯泰


Трофимов
 　特罗菲莫夫


Тынянов
 ，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特尼亚诺夫


Ф



Флоренский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弗洛连斯基


Фриче
 ，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
 　弗里契


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车尔尼雪夫斯基


Что
 та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艺术论》


Ш



Шестов
 ，Лев
 　舍斯托夫


Шкловский
 ，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什克洛夫斯基


Э



Эйзенштейн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爱森斯坦


Эйхенбаум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艾亨鲍姆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а
 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

OEBPS/Image00055.jpg
L&YV





OEBPS/Image00056.jpg
it





OEBPS/Image00054.jpg
1€zvkoznawstwie





OEBPS/Image00008.jpg





OEBPS/Image00052.jpg
{07 SAMOSCI





OEBPS/Image00009.jpg





OEBPS/Image00053.jpg
artykulow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50.jpg
Mukarovsky





OEBPS/Image00007.jpg
My





OEBPS/Image00051.jpg
dziela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48.jpg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049.jpg
Cepreit





OEBPS/Image00046.jpg
KEANA MR >IRZN
A
B F-F3M—% 3k





OEBPS/Image00047.jpg
S

G REEEA

IFBVE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11.jpg
41





OEBPS/Image00044.jpg





OEBPS/Image00045.jpg
Thought or Reference
BASAER

(et )Rk
Stands for

P ik

Referent





OEBPS/Image00041.jpg
413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040.jpg





OEBPS/Image00070.jpg





OEBPS/Image00037.jpg
15





OEBPS/Image00038.jpg





OEBPS/Image00035.jpg





OEBPS/Image00036.jpg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01.jpg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Image00043.jpg
2]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030.jpg





OEBPS/Image00031.jpg





OEBPS/Image00028.jpg





OEBPS/Image00029.jpg
5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072.jpg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068.jpg
t07Sa4mMoscl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069.jpg
PR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033.jpg





OEBPS/Image00066.jpg
1€zykoznawstwie





OEBPS/Image00067.jpg
dz1et1a





OEBPS/Image00064.jpg
wswietle





OEBPS/Image00065.jpg
artykulow Jozela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63.jpg
Mukatovsky





OEBPS/Image00020.jpg
24t





OEBPS/Image00017.jpg
Avalokité svara





OEBPS/Image00061.jpg
QOYLTELTWY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62.jpg
it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59.jpg
1LEAOE





OEBPS/Image00016.jpg
2P
i





OEBPS/Image00060.jpg
007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58.jpg
EAWOLa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021.jpg
filk)





OEBPS/Image00022.jpg
il





